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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远见》献给


  我的妻子Chris与女儿Claire和Alison。


  你们每一天都在鼓舞着我。


  各方赞誉


  世界瞬息万变，职场风起云涌，职业生涯的概念也在不断演化，固守成规和心无定所都不是可取的做法。布赖恩·费瑟斯通豪在《远见》中描述的职业规划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让你在保证职业生涯稳健的同时，达成自己的目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姚劲波


  58同城网CEO


  人工智能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正在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设施。在可预见的将来，越来越多的工作将由机器完成。对人类来说，很多新兴的行业和职位在崛起，更多的行业和职位在消亡。职场人如何适应如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呢？布赖恩·费瑟斯通豪的《远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它简洁、优雅，只要你能沉下心来仔细看一看，我相信你会有所启发。


  傅盛


  猎豹移动联合创始人兼CEO


  所谓的精英，都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累积而成的。成长旅程中有三个定位：岗位定位，管理定位，行业定位。在28岁前，用岗位专业定位自己，你干啥最专业？32岁之前，用管理角色定位自己，你做项目、带团队、搞运营的能力怎么样？38岁前用行业品类定位自己，你在哪一个行业领域做到了顶尖？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我只能讲到这儿啦，一句话，别用你工作的勤奋掩盖你职场发展策略的懒惰。要成为全球精英，就自己看书，不解释。


  杨石头


  think3group智立方品牌营销董事长


  成功的职业生涯“并不只在于找到你热爱的工作，而且是建立起你热爱的生活”。评估一个职位时要考虑的因素并不只是薪酬、奖金、福利……因为职业的未来甚至转型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布赖恩·费瑟斯通豪用一本《远见》分享了他几十年的职场和教学经验，给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职业规划工具和方法。


  刘惠璞


  聚美优品高级副总裁


  各种新兴行业的兴起带来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新职业，而原有职业的工作内容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远见》出现得恰逢其时。对于正在找第一份工作的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忧虑的人、考虑跳槽的人……《远见》一定会有所帮助。


  刘爽


  《非你莫属》节目制作人


  一本很不错的职业生涯规划书籍，介绍了三阶段的职业生涯以及每个阶段的突破点和方向，让你在面对职场上的重大选择时做出正确决策，平衡好工作和家庭，引导你去建立充满幸福和激情的生活方式。


  战隼


  知名自媒体warfalcon创始人，100天行动发起人，时间管理专家


  很多文章试图告诉我们职业发展是问答题，总有工具和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快、更好、更幸福，但《远见》告诉我们职业发展不是问答题，而是选择题。问答题可以让我们停留在舒适区，而选择题让我们跳出现在，布局未来。真正的职业发展必须从我们自身开始，负起责任、登高远望、做出取舍，持续地积累、发挥和维护我们的职场资本。


  李石


  珩跃实业创始人，朝景投资联合创始人，知乎人力资源管理优秀答主


  《远见》探讨了职业生涯的未来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并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答案。布赖恩·费瑟斯通豪这位世界级首席执行官通过有价值的课程和可实践的日常练习，帮助我们在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发挥最大的潜力。


  亚当·格兰特


  沃顿商学院明星教授，


  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作者


  我们的教育和现实世界已经脱节。《远见》提供了一份最清晰、最有见地的路线图，指导你开创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人生。


  彼得·西姆斯


  《小赌大胜》作者，Parliament公司的创始人兼CEO


  《远见》正是你一直在寻找的职业规划指南，它出自资深商界领袖的前瞻性建议。布赖恩·费瑟斯通豪提供了实用的练习、有益的建议以及深刻的见解，帮助你认清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职业生涯。


  苏珊·凯恩


  Quiet Revolution联合创始人，


  《纽约时报》畅销书《内向性格的竞争力》作者


  这是我见过最实用、全面、有理有据的职场指导之一……不管你是刚开始求职，还是想让职业生涯回到正轨，都可以从读《远见》开始。


  汤姆·拉思


  盖洛普公司全球咨询业务负责人


  在这个短视的时代，《远见》带来了一股新风。无论你是初出茅庐还是资深高管，如果你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那就一定得读一下《远见》。通过丰富的实用建议和超乎寻常的清晰解释，布赖恩对许多职场难题给出了他的答案。


  唐·塔普斯科特


  《维基经济学》和《区块链革命》的作者


  《远见》是一本杰作，对当今这个与5年前相比都已经大相径庭的职业世界提出了许多精彩的建议。


  卡尔·穆尔博士


  麦吉尔大学教授，畅销书作家，《福布斯》和《环球邮报》的专栏作家


  前言

  用新思维构建属于你的职业生涯


  珍妮弗（Jennifer）、马克（Mark）和埃米莉（Emily）正准备去上班。虽然这三人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忧心自己的职业生涯。


  对22岁的珍妮弗来说，这份忧心里面又掺杂着一丝希望。今天是她入职的第一天。“我心里好激动，但也好慌，”她说，“我已经读了15年书，今天终于要上战场了。我无法向父母寻求建议，因为他们对如今的就业市场一无所知。我能适应这个岗位吗？我将来有可能找到完美的工作吗？我是不是得到处跳槽才能走在别人前面？”


  马克已经42岁了，他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进入了瓶颈期。“我已经吸取足够多教训，也掌握了一些技能，接下来还能怎么样？我能在不因加班而影响家庭生活的情况下，担任更高的职务吗？”


  埃米莉也面临着一些难题。眼看着55岁生日步步逼近，这个大公司职员正在思考退休计划。“我努力工作了30多年，这一路上伴我前行的许多人都已经离开了公司。我既没赚到足够多的钱来彻底告别工作，大公司的世界又已经不适合我。如果不能退休的话，我该怎么做呢？生活变得越发索然无味，仅靠桥牌和高尔夫已经排遣不了了。”


  珍妮弗、马克和埃米莉并不是个例。咨询机构未来公司（The Futures Company）在2015年对23个国家的15 000多人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形成了一份全球监控报告（Global Monitor），该报告称，世界各地的职场人都在躁动。在全球范围内，58%的人极其迫切地想要一份好的工作和职业，而在21～35岁的人群中，这个比例高达64%。在所有年龄层中，53%的人都迫切地想要学习新技能、提升自我。对千禧一代（年龄约为21～35岁）来说，在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榜单上，“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位置仅次于“拥有长久而成功的婚姻”。(1)


  常为工作担忧？可光靠担忧并没有用


  什么是成功的职业生涯？答案正在快速发生变化，人们都在拼尽全力应对一系列全新的挑战。千禧一代拥有的工作保障已大不如前。虽然他们被培养出了“个人品牌”（The Brand of Me）的理念，但往往缺乏取得长远成功所需的基本技能和素质。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专业人员也感觉危机四伏，因为他们的工作、行业乃至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迅速迭代。而那些临近传统“退休日”的人们则发现，相较于前辈，他们的身体状况更好，但存款更少。对所有人来说，接下来还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呢？大多数人工作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更长，很多人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长也比不上工作时长。一辈子在工作上耗费100 000小时的人不在少数。即使是在不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为工作担忧。可是光靠担忧是没用的，相反，我们应该将精力集中起来，去了解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创造出一系列崭新的工具、技能和结论，它们在人们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能提供帮助。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赋予你在这片新的疆域中纵横驰骋的行动力。


  职业革命近在眼前。雇主与雇员的忠诚关系正在弱化。退休时间开始延后，并且延长得越来越久了。一拨崭新的职业正席卷而来，其中包括我们闻所未闻的行业中见所未见的职位。朝九晚五的制度型职位被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选择所替代，比如斜杠、外包、共享工作、远程办公和创业。世界各地关注职业发展的人们正在他们的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寻求更大的灵活性和兼容性。就业竞争的来源也更为多样化，它们来自海外，来自年轻一代或年长一代，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机器。


  准备好应对职业革命了吗？大多数人并没有。我们似乎对工作的本质存在几个自相矛盾的看法。根据未来公司的调查，超过七成的美国人赞成“我会更多地根据我能有多快乐来决定未来的职业，而不是能赚多少钱”。但是就在同一项调查中，上班族们又表现出，金钱是影响工作选择的头号因素（86%的人赞成），紧随其后的就是福利（82%的人赞成）。(2)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对于追求幸福感最高的工作，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热情。我们期盼梦想，但惧怕现实。我们认识的那个世界已经变了，而且变得很快。


  我们需要用新的方法来寻找工作，用新的方法来建立可持续的职业生涯。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工具箱。这不仅是方法，而且是稳定、经得起现实考验的策略，我们能用它们在新的职场中生存和发展。正确的做法并不是抛弃我们所知的一切，而是选出其中有用的部分，将它们置入全新的环境，并将传统的智慧与新的环境结合起来。


  个人环境不同，但挑战的核心并无差异


  我从事职业发展主题的指导和教学的时间已经有20多年了。追溯到20年前，我以奥美加拿大（Ogilvy & Mather Canada）总裁的身份为员工开展了一场内部的培训演讲。我的出发点是想娱乐一下大家，转变一下公司培训课程常规的节奏，但是大家对此的热情令我颇感意外。大概在10年前，我开始在诸如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麦吉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顶级大学的商学院里讲课。我总是将课程的一半时间花在我的专业领域，即全球市场营销上，另一半则专门用来分享我对职业生涯管理的想法。在每一节课上，我在职业生涯管理方面的建议总能迎来最热烈的反响。


  在过去的10年里，我的正职是奥美互动（OgilvyOne Worldwide）的首席执行官，奥美互动是一家拥有5 000名员工的全球市场营销公司，是全球广告公司领头羊之一奥美集团在数字营销领域的子公司。这份工作妙不可言，节奏快速、紧张，每年都有大约120天的时间要在海外出差。后来我开始注意到，除了这份本职工作，我的日程上充斥了越来越多非正式的职业生涯咨询活动。我差不多每周都要与某个寻求职业生涯建议的天才级人物共进早餐、午餐、晚餐或者喝个咖啡。交谈的人越多，我就越发意识到自己提供的建议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虽然每个人身处的环境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挑战核心并无差异。


  2014年年初，一个同事建议我将长期酝酿的职业生涯管理思想写成文字。20多年来，在对数以千计专业人士的职业轨迹的观察中，我搜集了大量的素材。这些材料中的人涵盖了各种类型，有《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也有初出茅庐的千禧一代。在几次前往亚洲和欧洲的长途航班中，我总算是为快公司网站（FastCompany.com）写了一篇题为《职业生涯的燃料》（Career Rocket Fuel）的文章，它后来被转载到领英（LinkedIn）、SlideShare和Twitter上。万万没想到，它居然收获了超过50 000次的阅读量。


  于是，我在20年后终于逐渐明白，人们对职业生涯相关观念的适用性、时代性建议有着强烈且不断增长的需求。我们的大学、研究生院和公司也许能教授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和商业技能，但是世界各地才华横溢的人们却依然不知道，该如何将所有的建议、见解和最佳实践经验统合成一份连贯的职业规划，这令他们感到困惑和灰心。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仅与10年前相比，职场几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许多曾在上一代人身上奏效的就业技巧和职场策略在今天已完全失效。尽管还有一些经典哲理仍是至理名言，但当今的职场中人还面临着一些独特的挑战。


  不仅要找到热爱的工作，而且要建立热爱的生活


  《远见》可以被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会介绍正确的职场思维、框架和工具。你会在这里了解到，“职场燃料”在职业生涯中是多么重要。你将学会如何思考职业远景、如何分配时间、如何扩张人脉，以及在面对艰难的职业生涯决策时可以使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你在本书中看到的工具正是我在探索自己的职业生涯之路时发展出来的。我现在还定期运用它们，也常常会在其他领域借用它们。我将它们分享给了朋友和同事，他们的热情鼓励着我不断改进和发展这些工具，我期望它们能帮到你。


  第二部分会提供一些实用性建议和案例，帮助你应对职业生涯的三个主要阶段。在这里，我们将认识几个身处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人，获取他们的经验，其中有成功的案例，也有起警示作用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数十则故事，主人公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例如，28岁的穆罕默德·阿舒尔（Mohammed Ashour），他是赫赫有名的麦吉尔大学MBA，将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投入到一家培育可食用昆虫的创业公司中；雷切尔·摩尔（Rachel S. Moore），她从青少年芭蕾舞演员蜕变为艺术和音乐世界中的顶尖首席执行官；以及蒂姆·彭纳（Tim Penner），他是宝洁加拿大前总裁，55岁之后开始热衷于非营利性事业。


  第三部分的内容都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主题包括如何平衡职业策略与家庭的关系、怎样处理跨国调动和职场危机。职业生涯并不总是恰到好处，改变的时机也不一定总是完美。你要如何应对生活强加给你的一团乱麻呢？


  《远见》着眼于一个终极问题：职业生涯到底是为了取得成功还是为了发现快乐？于我而言，构建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找到你热爱的工作，而且是建立起你热爱的生活。工作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几十年前就开始被人津津乐道。时至今日，像汤姆·拉思（Tom Rath）、丹尼尔·平克（Dan Pink）(3)和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这样的顶级作家不断为我们带来证据，表明工作的幸福感会提高生产力、改善健康，并带来一众其他益处。大多数讲求职的书都只关注一个方面：工作。但是在人们现在所面对的现实中，职场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


  我们需要一种包容了生活中所有方面的工作哲学，它能够指导我们如何保持进取之心并追求成功，同时不牺牲家庭、朋友、健康、理想等珍贵的东西。本书讲的是如何建立一个长期的职业规划，因为众所周知，在二三十岁带来快乐的东西会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而改变、演化。我们需要一套能伴随着我们一起变化和成长的工具，毕竟生活中的每个瞬间都可能让你的观念和目标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诚挚地希望《远见》能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你获取最稳固、最完美、最持久和最快乐的职业生涯。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与世界上最大的几家公司合作，其中包括IBM、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宝洁、宜家、雀巢、联合利华、Facebook、谷歌、雅虎、贝莱德金融集团（BlackRock Financial Group）和可口可乐。作为一名首席执行官，我在过去的30年里聘用、解雇和提供职业咨询的人数以千计。在为本书取材时，我认识了一些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学者、艺术家、运动员和社区志愿者。我希望《远见》能激发出在如今的学校和公司里难得一见的对话。


  假如我自己要在今时今日开启职业生涯，那么《远见》中的这些建议就将成为我的指南针。这些建议正是我提供给那些向着人生巅峰冲刺的新兴领袖们的，是我现在思量自己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时会采纳的，也是我的两个千禧一代的女儿朝着前方漫长、可怕而又令人兴奋的职业之路迈出第一步时，我会赠予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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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见思维：多行动，少忧虑


  大多数人走在错误的职业道路上


  在超过35年的国际商务从业经历中，我见识过数以万计的职业轨迹，包括《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正值职场巅峰的中层专业人员，以及初入职场的22岁新人。


  而我意外地发现，大多数人走在错误的职业道路上。各个年龄层的大部分人都将职场生活视为一份工作，而不是一段职业生涯。他们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近在眼前的下一步上，而不是整条路径。他们大都将职业生涯当成一场短跑比赛，然而事实上，这是一场至少长达45年的马拉松。他们更关心下周二的升职加薪，而不是在真正重要的时候，也就是四五十岁时拥有更好的选择。许多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辗转反侧，不断寻求建议却得不到答案。职业生涯的概念正在快速地变化，依赖过去的做法会让人举步维艰。因此，无数人漫无目的地四处跳槽，或者停留在意义不大的岗位上，似乎无法摆脱这样的恶性循环。他们需要一份职业规划。你需要一份职业规划。


  打造职业规划要知道的5件事


  1．职业生涯的持续时间长得惊人，包括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职业生涯的持续时间比人们想象的长得多，至少有45年之久，而且未来很可能会进一步延长。对大部分人而言，40岁之后的工作年数要比之前的更多。职业生涯由三个主要阶段组成，分别持续大约15年时间。这三个阶段之间紧密关联，你在一个阶段的所作所为既可能为接下来的阶段创造机会，也可能带来恶果。你会在第2章中详细了解这些职业阶段。


  第一阶段是强势开局的时候。你在职业上的努力必须着重于为前方的漫长道路挖掘和装备自己。你的学习曲线要比职位、职称更加重要。在这一阶段，要为职业生涯打好基础并建立起良好的早期习惯。在第8章，我们会深入探讨第一阶段，即通过实践课程学习如何踏入职场、赢在起跑线上。


  第二阶段是聚焦长板的时候。该阶段的首要目标是寻找自己的甜蜜区，即你所擅长的、所热爱的和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这三者之间的交集。这个时候你要展现自我，让自己鹤立鸡群，想方设法平稳地走在那条收获最大的职场路径上。你要专注于自己的长板，且大可忽略自己的短板。要想了解第二阶段的更多策略和案例，请翻阅第9章。


  第三阶段致力于实现持续的影响力，以及寻找一条可以稳定延续到60多岁甚至70多岁的新的可持续职业道路。你要在第三阶段完成三个关键任务：完成继任计划、保持关联性，以及为自己点燃一团新的职业之火。


  2．职场燃料很重要，因为职业生涯的基础决定结果。为了推动自己走完这段漫长的旅程，你需要大量的职场燃料。这种燃料有三个主要来源：可迁移技能、有意义的经验和持久的关系。随着全球的就业市场不断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转变，如果没有这样的职场燃料，你就有可能变得不堪一击。职场燃料对于整个职业生涯的各个时期都至关重要。在第一阶段，你需要积累它；在第二阶段，你需要利用它；而在第三阶段，你需要更新和维护它。第3章将会让你进一步了解不同形式的职场燃料。


  3．职业生涯需要通过对时间的巧妙投资来构建。职场燃料的可持续供应需要耐心和坚持。有人之所以能成为精通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者“大师”，不仅是因为有天赋，而且是因为数千小时的学习、体验和实践。你在工作和生活中如何投资时间对你的成功和幸福有深远的影响。


  4．职业生涯并不是以线性或者可预测的方式发展的。你必须时刻保持探索和学习的状态。职业机遇会变化，你的人生目标也会变化。当你遇到了新的路径和机会时，要保持冷静，有策略地思考。时刻准备好迎接无法避免的变化，并让自己的职业策略随机应变。成功的职业生涯既需要自我的规划，也需要良好的运气。自我的规划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能让你抓住机遇。


  5．职业生涯远不止于一份工作，而是生活的一大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个职业规划的框架的原因，它不仅可以用来甄选工作，而且是一种让职业生涯融入更广阔的人生追求里的整体方法，那些人生追求包括你的亲子关系、跨国工作、未来发展以及终极幸福。你欠自己一份职业策略和职业规划，而且制订它们的人选是毋庸置疑的。在这星球上的70亿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够陪伴你走完整个职业生涯，那就是你自己。


  实现职业规划要做到的5件事


  你不可能靠意念获得职业幸福感，你得下点功夫。


  1．学习职场数学，树立正确的长期思维方式。第4章有一些简单但意义深远的问题，能帮助你认识职业规划的整体图景。


  2．盘点职场清单，梳理你最有用处的技能、经验和关系。作为这份清单的一部分，你需要评估目前所处的职业生涯阶段，并描绘出职业生态系统。职业生态系统由对你获得的职业生涯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构成，包括你的联系人、专家团、同事和支持者。树立职业生涯目标，并根据以下4大黄金问题来得出年度职业价值评估报告：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你最大的追求是学习新东西、获得影响力、体验乐趣，还是收获奖励？具体内容请阅读第5章。


  3．进行“100小时测试”并完成一份“个人时间档案”，从而了解你目前的时间投资状况。你是否将足够多的时间投入到让你变得最成功和快乐的事情上了呢？具体内容请阅读第6章。


  4．在尝试建立新的职场路径或者在多个选项中抉择时，运用“职场路径向导”（Career Path Navigator）。具体内容请阅读第7章。


  5．时刻更新你的职业生涯。“尾声”中探讨了5个令人警惕的长期问题，你可以定期使用它们来挑战自己。


  
    	我如何避免被机器取代？


    	我能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找到工作？


    	未来我将如何分配时间？


    	我会把钱花光吗？


    	工作如何能让我更幸福？

  


  如果你充分理解了职业规划的5大原则，并完成了那5项练习，就会打下比绝大多数职场人更好的基础。规划职业生涯可以让你更有力地掌控自身命运，这需要你多行动、少忧虑。这样，你就会建立起更牢固的根基，为将来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你也会让自己拥有最大的机会可以掌控职业生涯和人生的幸福。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打造职业规划要知道的5件事：职业生涯至少长达45年，被分为三个阶段；职场燃料是走完职业生涯的基础；职场燃料的获取需要数千小时的学习、体验和实践；职业生涯中随时都会出现意外，请随机应变；职业生涯是生活的一大部分，请将它融入更广阔的人生追求里。


    实现职业规划要做到的5件事：学习职场数学，职场盘点，完成个人时间档案，运用职场路径向导，用5大问题挑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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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还有什么建议？


  扫码获取“湛庐阅读”APP，搜索


  “远见”查看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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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阶段，聚焦45年职业生涯


  职业生涯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阶段，每一阶段都持续大约15年，且各有各的主导策略。


  
    	第一阶段：加添燃料，强势开局；


    	第二阶段：聚焦长板，达到高点；


    	第三阶段：优化长尾，持续发挥影响力。

  


  从许多方面来看，规划职业生涯就好比塑造一个品牌。你需要的是一件优质产品，它建立在优质的原材料之上。它需要有意义，它需要被改良和更新，它需要不断进化。近来，品牌塑造的规则正在不断变化，职业规划也同样如此，它的交互性和参与性胜于以往。你在规划时需要同时考虑稳健性和灵活性。在这样一个越来越透明的世界里，任何成分或结构上的缺陷都是掩盖不住的。


  第一阶段：加添燃料，强势开局


  职业生涯前15年的唯一目标就是为接下来的两个阶段打好基础。第一阶段不仅要有耐心，而且要不断行动，为之后收获果实播下种子。这是初出茅庐的时候，是找到自己的长板和热情所在的时候，是树立良好工作习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这是储存职场燃料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尽早建立起自己的技能、经验和关系，因此在本该变得最有趣和回报最大的职业生涯的中间阶段就丧失了动力。


  第一阶段是探索和弥补自身短板的时候。如果你是个糟糕的演讲者，那就去参加相关的培训课程。如果你对待团队成员过于强势或弱势，那就去参加领导力培训。学习要比纯粹的成功更重要。有时跌倒并不可怕，只要你能吸取教训，并将这些经验加以利用就行。


  第二阶段：锚定甜蜜区，聚焦长板


  第二阶段是在你的长板、你的爱好以及这个世界的需求之间寻找交集的时候。第二阶段可能是职业生涯中段的15年，它是确认甜蜜区、确实更高追求、投资职场燃料以拓展长板，以及想方设法脱颖而出的时候。


  着眼于核心长板，突破自我，更进一步吧。当你进入第二阶段时，补足短板已经难上加难了。更好的办法常常是专注于自己的长板，与能够帮助你、弥补你短板的人为伴。没有哪个卓越领袖可以面面俱到。如果你善于制订战略，对未来具有洞察力，那就可能需要找一个行动派专家帮忙。如果你善于执行，那就可能需要在团队中加入一个更有创造力和洞察力的人。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短板，针对它们招募盟友，你就可以把大多数时间放在核心长板上了。


  如果你拥有绝佳的口才，那就可以成为公司里最优秀的演讲者。如果你天生擅长协调，那就可以接下其他人都无法应对的困难的团队任务，展现出特殊的整合能力。如果你是个高效的行动派，那就行动起来。将被他人欣赏的价值表现出来，为自己贴上标签，你就会在职场上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如果说你和其他强大而善良的品牌都被摆在货架上，那么当带着空闲职位或升职机会的老板来店里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时，你要做的就是让他们选择你。


  第三阶段：优化长尾，发挥持续影响力


  传统意义上，职业生涯最后几年的标志就是明显的衰退（退休日）或者随波逐流。但在我看来，职业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却可能异乎寻常地充实和持久。不过这需要恰当的思维方式、预期与准备。第三阶段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接班人，即给继任计划画上完美的句号，从执行或领导的角色转变成顾问或辅助的角色。此时，学生变成了老师，学员变成了导师，领导变成了有价值的辅助者。


  继任计划：我该如何帮助公司的下一代走向成功？这可以是简单、周到的职责和经验的传递，也可以是更正式的领导权或所有权的移交。


  顾问和带薪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如果有机会，顾问和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就是第三阶段中非常棒的工作。但是你必须在第二阶段铺好轨道，才可能走到这被人邀请的一步。如今，这些职位大受欢迎，因为婴儿潮一代（特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1964年间出生的人）正在创纪录地退出传统劳动力市场。激烈的竞争意味着谁都不会承诺你一个带薪顾问或者委员会成员的职位，你需要去争取。


  创业精神：小型创业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对许多步入职业生涯后期的人来说，创业正在成为一个可行且刺激的选择。在电子商务的帮助下，创业的门槛已到了历史新低。


  教　学：于我而言，在回报颇丰的第三阶段经历中，教学是一个关键的部分。大胆想象你所知的东西和你能教授的人。你的目标可以高如大学教授，也可以简单至教小区里的孩子识字。成人学校设立了关于商业、艺术、语言、生活技能、兴趣爱好和手工艺在内的数百门课程。你有什么独特的技艺可以教给别人呢？


  社　区：最近的退休人员常常会说起他们原本希望“加入某些社区委员会”，后来却惊讶地发现这些职位的竞争和要求都很高。说实话，我可不希望自己小区的委员会里有人无所事事，却爱指手画脚。但是我一定会欢迎一个说想要“为这激动人心的使命奉献”的志愿者。你需要有产出，要做事。如果不奉献，别人是不会让你再次上岗的。


  要想在第三阶段保持影响力，你就必须保有活力和关联性。人们看重历史，但前提条件是它对现在的状况和挑战有所借鉴。如果你连大致了解现状并保持关联性都做不到的话，就别妄想别人会听你的了，更别提雇用你了。保持关联性是你在第三阶段的工作之一。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第一阶段策略：加添燃料，强势开局。


    第二阶段策略：聚焦长板，达到高点。


    第三阶段策略：优化长尾，持续发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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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备3大职场燃料


  
    你的领导力是由你的学习意愿助燃前行的。


    伊斯雷尔莫尔·艾瓦（Israelmore Ayivor）

  


  作为首席执行官和职业咨询师，我经常会看到一个现象：人们低估了职业生涯这段旅程的长度，中途就把燃料耗尽了。许多人关注的是职业生涯的表相：头衔、晋升、办公环境、薪水和奖励。这些可以算是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但并不是尾声。如果说读了这本书你需要记住什么的话，那就是真正成功的可持续职业生涯是靠职场燃料推动的。聪明的职业策略应该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积累职场燃料并不断更新，同时精明地消费它们。


  职业生涯中存在三种基本形式的职场燃料，每一种对获得长远的成功都非常重要。


  
    	可迁移技能；


    	有意义的经验；


    	持久的关系。

  


  1号燃料：可迁移技能


  可迁移技能是你在职业生涯中获取并拥有的各种基本能力。它们不仅是帮助你完成眼前工作的技术知识和行业术语，而且是当你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从一家公司换到另一家公司，甚至是从一个行业换到另一个行业时都能依靠的能力和基础。下面举几个我认为确实能让你与他人拉开差距的可迁移技能的例子。


  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上任何一份工作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存在的。你能够分析问题并制订解决方案吗？当你面对一项挑战和一张白纸时，你是否有一两套能解决问题的可靠方法呢？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有幸在宝洁工作过。他们为我掌握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让我在整个职场生活中都受益匪浅。在奥美的培训和与客户的合作经验中，我又学到了其他东西。


  不管是与首席执行官还是与新员工对话，我都会在业务中运用的方法之一是，从“客户如何选购这一产品或服务”这个问题入手。我也听过有的人会提问：“谷歌或苹果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或会计师可能也有他们偏好的方法。在面试的时候，我总会将至少一个几乎没有答案的开放式问题抛给求职者。我并不怎么在意他们是否答对，而是对他们是如何切入这个问题更感兴趣。好在有不少理论框架和策略能帮助你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应当有意识地往自己的工具箱里添加些不同的方法，并勇于将几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独门秘方。你的方法是什么？你会从哪里学会更好、更稳健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说服式沟通技巧：无论你最后进入哪个行业，说服力都是一种受用一生的关键技能。发明家和创意工作者需要它来推销自己的点子，医生需要它让别人信任自己的诊断，商人需要它来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活动家需要它来为自己的使命赢得支持者，音乐家和画家需要它来获得工作和招揽粉丝。不管你的交流对象是客户、同事、朋友还是陌生人，能将自己的观点以清晰、简洁的方式呈现出来都是一种基本技能。有的人觉得说服力是一种肤浅或低劣的伎俩。试着改观吧。说服的风格没有定式，从强硬、张扬的步步紧逼到冷静、可信的循循善诱，不一而足。苏珊·凯恩（Susan Cain）在她的著作《内向性格的竞争力》（Quiet）中就阐释了内向者的潜力。无论你天生外向还是内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但前提是你必须学习如何说服别人。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那些无法说服别人接受他们想法的人在职业生涯中都会受挫、贬值。


  在当今的工作环境中，说服式沟通需要经由许多不同的渠道来表现。你擅长通过书面形式表达自己吗？你能通过几个有力的论据，将简洁的书面论点清晰地说出来，从而使别人信服吗？当你试着通过电子邮件说服某人时，有多少次能收到“了解，谢谢”这样的回复？你的电子邮件是否常会引发一场邮件战争？你能面对面地说服别人吗？你能在一群人面前演讲，使他们行动起来吗？眼下，世界上最好的说服渠道之一就是在线视频。你能凭借时长两分钟、以你热爱的话题为主题的视频吸引超过1 000次的浏览量吗？当然，视频内容不能是色情的。你应该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实践一下，选择一个话题，拍摄一段低成本的视频，发布到网上，瞧瞧结果如何。然后，不断在各方面进行调整、尝试。没有什么比真实观众的观看、点赞和分享更能磨炼讲故事的能力了。


  在测试讲故事的能力时，你会发现一件事：简单制胜。很多人，尤其是在他们初入职场时，会认为行业术语、高深辞藻和简称能显得自己更聪明。其实恰恰相反，行业术语和高深辞藻并不能赢得听众，反而会失去他们。你应该使用人们听得懂且能戳中他们痛点的文字和形象。有的时候，如果我要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就会做一个名为“给妈妈写信”的练习。我会真的起草一封给妈妈的信，解释眼前的问题和我想采取的行动。由于我妈妈未曾涉足过我的行业，所以这一练习就会迫使我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从而让关键点呈现得尤为清晰。下次你遇到什么棘手的挑战时，也可以试试“给妈妈写信”。


  说服力并不会只来自被大声表达的观点。虽然这么做或许一时能够奏效，但并不是长久之计。说服力的一部分来自令人叹服的事实，它能让人们真正有理由相信你。但在这个信息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存在太多的选择和半真半假的故事，可靠的信息来源却少之又少。当与公司里年轻的专业人员合作时，我总是鼓励他们给每一个关键点标记脚注和信息来源。这是一种到了今天仍行之有效的老方法。当你谈到自己如何想方设法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并加以记录时，就会传达给听众一个信号：你做了充分的准备，你的观点具备可信度。


  几年前，我撰写了一篇名为《销售的未来》（The Future of Selling）的研究论文。我们已了解到，尽管有一些幸运儿是“天生的销售员”，但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种技能必须被后天开发出来。毫不脸红地说，我在离开宝洁时非常擅长用短短两页的建议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这是宝洁偏好的沟通方式。但是在离开宝洁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公开演讲能力非常糟糕。每当我试着跟4个以上的人交谈时，就会从头到脚感到不舒服。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这个职位上就相当于一个废人。于是，我参加了公司的一些培训，努力进行实战演练。我尽量每周都至少做一次公开演讲，哪怕是上班的时候对一群同事宣布今天是某人的生日。最后，在一大群人面前和各种讨论会上，我也能泰然处之了。现在，只要我开口了，你就再也阻止不了我了。但我依然在不断实践和演练，每次演讲之前也依然会感到紧张。对于正式的演讲，我会至少花费5个小时去准备台上的20分钟。如果你无法确保自己能在面对面沟通、书面表达与在台上和镜头前发言时做到说服式沟通，那就不如将它当成一项基本的职业挑战，从现在开始就投入时间。


  在沟通中经常被人忽视的一点与演讲者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是需要学习的最佳技能之一，也就是意识到沟通障碍并据此调整沟通方法的能力。在一次对话中，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不同的问题。


  
    	当两个人使用不同的说法描述同一件事情时，对话就发生了。你是否曾经在交谈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在你说完的时候，有人用不同的话把完全相同的观点又说了一遍？这就是对话。


    	当两个人使用相同的说法，但指的是不同的事情时，冲突就产生了。在谈论类似“效率”或“质量”这样的抽象概念时，这种情况就会时常发生。就连“守时”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有不同的意义。中东人和德国人对准时参加会议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当双方没有任何沟通基础时，就会产生沟通断层。这时就说明这两个同事完全无法交流。

  


  你可以成为一位极具说服力、游刃有余的公开演讲者，可是如果无法分析局势、迅速调整策略，就可能会碰到一些麻烦。


  完成任务的能力：执行并完成任务的能力虽然再基础不过，但对于漫长的职业生涯具有巨大的价值。尽管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执行力，但只有那些能不畏艰难、持续产出的人才能真正脱颖而出。你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虎头蛇尾吗？你是否已学会如何不畏眼前的干扰和障碍，披荆斩棘实现终极目标？你的同事是将难度越来越高的项目交付给你，还是给别人呢？如果你能完成一次任务，那只能算是当了一次英雄。但如果你能持续完成任务，这就是一项强大的受用一生的职业技能。你可以在自己公司里寻找那些能不断完成任务的达人，他们是你最好的老师。执行，学习，如此往复。


  “人才引力”：有一种说法是，拥有最优秀人才的公司通常都能成功。我同意这个说法。与此对应的还有一条真理：有能力吸引和调动尖端人才的个人领袖通常都能成功。将优秀的人才招揽到身边能让你把工作做得更好，并扩大影响力。这个能力是区分优秀与顶尖的因素之一。“人才引力”不仅能让人在个人业务上表现出色，而且能培养和发展下一代明星人才，并将新鲜血液吸引到组织里。


  要培养“人才引力”，首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即认识到，没有人需要为你工作，必须是他们想要为你工作。我将其称为“eBay因素”（eBay factor），即假设你把自己放在网上拍卖，让员工根据为你工作的快乐程度竞拍，会有谁竞拍呢？竞拍者是寻求认可的普通人，还是正在崛起的新星？竞拍人数为零也是有可能的。你能让工作变得更具挑战和乐趣吗？你能教授员工有价值的技能，推动他们进步吗？你能平等而透明地对待所有人吗？


  大多数人在职业生涯初期不会有很多直接下属。有些职业，例如医生或独资经营者，可能永远不会拥有很多下属。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人才的“关键时刻”创造出这项可迁移技能。每当你要雇用、解聘、晋升某个人，或者要为他转岗或加薪时，关键时刻就出现了。你在这些时刻的表现决定了你的“人才引力”。即使你只是个初级员工，也可以利用上司跟你交涉的经验，找出自己受到赏识和将来想要避免的地方。职场中，到处都有值得学习的东西。


  我鼓励年轻的领导者在加入一个团队几年后评估一下自己的“人才账户”。你们可以审视自己的每一次关键时刻，试着评定自己的行为对“人才账户”起到了增益还是衰减的效果。例如，当初雇用第一位助理时，做的选择是否合适？那个人在公司里是表现出色、持续进步，还是激情退却、原地踏步？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决定如何分配稀有的晋升或加薪机会时，你们有没有挑中那匹千里马？你们是青睐于有能力、有潜力的候选人，还是被引向了“会哭的孩子”？


  虽然领导者的“人才账户”会时不时出现增减，但是我发现它对职业生涯是否成功仍能起到强大的预测作用。在评估任何一位高管时，我都会加入一轮有关“人才账户”的对话。我要求高级职务的候选人谈一谈过去在不同公司里的下属。


  你是从哪里找到那些人的，即你是继承了一个团队还是招募了新人？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在原来那家公司或那个行业里做得有声有色吗？其中的佼佼者是否跟随你到了下一家公司？


  我听过最糟糕的答案是：“这是个好问题，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哪里。”这就等于告诉我，这个人并没有从心底里重视人才，他很可能缺乏关键的“人才引力”。你的“人才账户”是什么状况呢？你会如何利用下一次宝贵的人才关键时刻，来进一步充实这个账户呢？


  帮助和求助的能力：在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 Give and Take）中，亚当·格兰特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成为一个成功的“付出者”（Giver）能让你在生意和生活中都更有效率。虽然许多人觉得这违背常理，但是格兰特提供了足以支撑这一观点的研究和案例。格兰特观察了三种社交风格，将它们与工作业绩和幸福指标关联起来。“获取”是只索取不付出，“互利”是在付出的同时期望得到某种回报，而“付出”是无条件地给予，对收获回报并没有太大的期望。付出者是净输出者，在利他性、责任心、社会正义和同情心这几点上比较突出。据格兰特所说，成功的付出者就是付出超过获取的人，跻身最杰出和最幸福行列的机会会比别人大得多。


  我也赞成格兰特的观点，效率最高的管理人员有能力通过某种方式的付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让他人尽可能受益。比较自私的“获取”风格是很诱人的，而且常常能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但是正如格兰特所观察到的，也是我所看到的，随着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透明，职业生涯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获取者将被曝光，而付出者将会获得更高的成就。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人们会朝着他们信任的领导者靠拢。而“付出”的行为就是一种建立信任的强有力的方法。学习如何寻求帮助和如何提供帮助，会成为职场持久战中一项强大的可迁移技能，而且后者是最重要的。


  情商（EQ）：在工作中，我总是在寻找情商起作用的线索。情商是你理解和连接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例如，通过阅读某人的肢体语言发现对方的不适或愤怒，或者知道如何解读周围人的社交线索、情绪和非语言的信号。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是情商领域的先驱者，在他的著作《情商3》（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中，戈尔曼指出，影响业绩和优秀程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情商。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的接触以及对500多个组织的研究，戈尔曼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每个领域要想成为业绩精英，情商的重要性比智商或专业技能高一倍。对领导者而言，区分精英与普通人的标准几乎90%都在于情商。


  培养情商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但也会为具备职业生涯思维的人提供一个切实的机会。有一个名叫雷蒙德（Raymond）的年轻人曾找过我，他当时刚刚步入职场，在一家领先的国际咨询公司担任商业分析师。他是纳米科学领域的高才生，之前就做过一些与科学和分析相关的实习工作。他向我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从我的角度来看，鉴于他的学科背景和他对分析的喜好，他是否应当主动开发自己的情商？培养情商是否值得他去努力？如果值得的话，他又应该如何培养呢？


  我觉得雷蒙德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如果他强大的认知技能得到情商的辅助，他就会如虎添翼，在咨询、科学或任何他有所追求的领域获得发展。


  虽然我并不能完全回答他的问题，但还是给雷蒙德提供了一些实用性建议。我鼓励他将培养情商设立为一项为期两年的个人发展任务。我确信这会帮助他在这个领域的高智商人才中脱颖而出，并增加长期成功的机会。我向他推荐了一些这方面的好书，其中包括丹尼尔·戈尔曼的《情商3》与布拉德伯利（Bradberry）和格里夫斯（Greaves）的《成功EQ密码》（Emotional Intelligence 2.0）。但是对雷蒙德而言，看书并不是难事，关键是他必须创造实践经验才能发现和磨炼情商技能。他应当找机会获取公司和行业里的团队领导经验，他需要主动听取同事对其情绪领导力的反馈。这样，他就会发现，重要的不是他意图发出什么样的情绪信号，而是他的听众实际收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他应该密切关注周围那些感性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善于管理业务。我鼓励雷蒙德留意公司里的领导者在人际交往中的言谈举止，分辨其中的优劣。我让他尽量多发表一些公开演讲，因为亲眼看到现场听众的反应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经验。他应该继续到家乡以外的地方去旅行，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如果他迫切想要有所进步，就应该报名参加即兴表演或戏剧表演的课程。哪怕这会让他感到很不适应，但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快推动他去理解情绪并了解如何应对情绪和掌控情绪了。虽然培养情商可能要付出好几年的努力，但这是完全值得的。


  除了上文的6项可迁移技能，以下是另外三个我最喜欢的可迁移技能，它们非常简单，但能让人受用一生。


  1．如何与别人进行眼神交流和握手。我有一个经营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朋友，他总是跟我谈论自己在大学时期养成的一个受用终身的技能。他说：“在我参加大学篮球队的最后一年，教练给我们上了最经典的一课。他说，我们在作为老运动员的这段时间以及整个人生中都会遇到许多重要的人。所以比起练习上篮或者控球，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练习如何与人打招呼、与别人进行眼神交流以及握手。这绝对是金玉良言。”在面试时，我惊讶于有的人要很努力才能直视我的眼睛，更糟糕的是有人甚至还在摆弄手机。


  2．如何搜索信息。所有人都会用搜索引擎来寻找答案，但大部分人都做得不怎么样。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核实搜索结果，不知道如何区分可信和虚假的信息来源，也不知道该如何用清晰、有说服力的方式呈现数据。我时不时会给大家分配一些小任务，去寻找某个特定的事实或信息来源。他们完成这些任务的方式千差万别，让人大开眼界。那些搜索能力强的人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将具备一定的优势。


  3．如何呼吸。工作要求我们全神贯注，同时保持放松。早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我参加过一些课程，学习了基础的呼吸和放松方式。如今，在大型演讲和会议之前，我依然会运用其中的一些技巧。这些简单的课程用处奇大，我当初要是再多学点儿就好了。


  可迁移技能构成了职业技能组合的基础。他们之所以可迁移，是因为你可以将它们从一份工作带入另一份工作，从一家公司带入另一家公司。你之所以必须获得一些可迁移技能，原因就在于，一般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会经历至少12～15份不同的工作，(4)而且在目前步入高中的学生当中，有80%的人将来会从事现在尚不存在的工作。


  2号燃料：有意义的经验


  有意义的经验结合起来可以让你在职业生涯中既成为复合型人才，又很稳健。新的经验会让你离开舒适圈，建立新的职业技能。我倾向于拒绝那些在某一种可控的环境中可能才会有所发展的职位候选人，他们就像温室里的花朵。我通常会在候选人的背景中寻找多样性经验，确保他们拥有适应性和灵活度。


  我的同事罗里·萨瑟兰（Rory Sutherland）是行为改变方面的知名演讲人和思想领袖。罗里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中尝试不同的事情、试验不同的做事方法，这样能创造出更强的决策技能。如果我们一直用同一种方法做事，虽然会变得很有效率，但这种状态很脆弱。我们都知道，在遗传学中，一定程度的遗传多样性和基因突变会创造出更有活力的物种。也许一个拥有多样经验的“职场杂种”要比只能做同一件事的“职场纯种”更有优势。


  不要让你的职业生涯脆弱不堪。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你要寻找机会分别到一个大公司和创业公司的环境中工作，要找机会去国外工作或者至少去几个不同的城市，还要努力发起一些新项目、处理一次危机，并在明显存在个人失败风险的情况下筹办一场大型活动或演出。


  在我的行业里，大型产品发布和新业务开发所组成的熔炉磨炼了许多人的职业生涯。这些任务不仅繁重，而且时间紧迫。它们迫使人们离开舒适圈，在可能的失败面前体会大汗淋漓的快感。快去寻找一些与你自身利益相关的任务吧，行动起来开辟一片新天地。


  马克·利纳（Mark Linaugh）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播集团WPP的人力主管，负责的员工数量接近20 000人。当他计划雇用或提拔一名新的领导者时，就希望能看到对方领导力多样化的证据。


  
    	他们创立过新东西吗？


    	他们曾经快速扩张过一家企业吗？


    	他们曾经拯救过一家濒危企业，使之起死回生吗？

  


  正如我们之后会讨论的那样，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需要到处跳槽才能找到机会获取新的经验。如果你表现出开放性，并有一点耐心，往往就能在同一家公司拥有丰富的经验。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我得到机会管理奥美集团在加拿大新设立的一个小型分公司。从表面上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美差，而且已经有好几个人回绝过了。在失眠了几个晚上之后，我决定接受这个职位，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正确的决定之一。虽然一开始，人们都奇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才会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毫无魅力的职位上，但在随后的日子里，它却为我提供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机会，让我早早就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商业问题。4年后，当公司在加拿大的最高职位出现空缺时，我就被指名委派了过去，原因就是我之前已在这条充满荆棘的坎坷道路上经受过风浪了。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从那个看似毫无吸引力的职位上学到的知识依然在为我提供养分。


  许多人问我，哪些职场路径拥有光明的前景。虽然可靠的选择成百上千，但有一条是我最喜欢的。我认为，如今身处商界的每个人都应该至少把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篇章放在电子商务上，即使只待几年时间。因为电子商务是个拥有美好远景的巨大产业。它的价值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美元，预计在接下来的10年内还将以每年超过15%的速度增长。由于电子商务涉及整个销售流程，从产品开发、供应链的运作、营销到客户服务等，所以它能教会你如何用总经理的头脑来思考。你将有机会接触到品牌塑造和用户体验等商业“软技能”，以及利润管理、数据分析等“硬技能”。最棒的是，电子商务的工作意味着你会每天收到即时销售的业绩单。电子商务中的一个职位就像是整个商业的缩影。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个人学习和发展的加速器啊！如果我现在要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一定会把至少一个阶段放在电子商务上。


  所以，无论是创业、第二语言、跨国工作、志愿者项目，还是一段电子商务的经历，一系列有意义的经验可以建立起更坚实的职业生涯。张开双臂欢迎它们，主动拥抱它们吧，将它们纳入你漫长旅程的一部分。


  3号燃料：持久的关系


  持久的关系可能是最有效、最耐用的一种职场燃料了，包括了职业生涯中与你相关的品牌和人。它们共同组成了你的职业生态系统，我们将在第5章做更多的相关讨论。


  你的雇主始终都很重要，而目前这种重要性更胜以往。无论你所在的公司是传统的《财富》500强公司、新创企业还是外企，在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和领英这样的社交平台上，你雇主的品牌都将被公之于众。你是否为自己效力过的公司感到骄傲？它们对你的评价如何？你在甲公司和乙公司的工作经历对你个人品牌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你想知道哪些雇主品牌的名声最好，可以参考一些榜单，如WPP集团的Brandz“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榜单（World's Most Valuable Brands）或者《财富》的“全球最受尊敬公司”榜单（Most Admired Companies）。虽然你可能无法做到一直为知名公司工作，但要确保你的雇主品牌都是受人尊敬的。


  人际关系对你同样重要，每个人都不能落下，他们包括：


  你的上司。这是你会感受到的第一号人际关系。没有人比你的直属上司对你更有影响力，不管这种影响力是好还是坏。你学到的是不是最好的工作方法和习惯？你是否在为一位业绩突出、值得尊敬的职场专业人员工作？你师从的是否为一位能传授你如何承担风险和其他可迁移技能的企业家？


  你的客户。这些个人联系对任何职业而言都至关重要，在市场营销、销售或专业服务领域尤为突出。如果客户非常欣赏你，当你转移到别的角色、公司甚至行业时，他们都对你不离不弃，这就能说明很多问题。我在关于“人才引力”的章节中提到的“eBay因素”也适用于客户关系。我时常问奥美的领导者：“如果把你放在网上拍卖，会有哪些客户为你‘竞价’，点名要你呢？”


  商业伙伴。你是否正在与优秀的商业伙伴合作，例如能够在你的职业道路上起到支持和推动作用的顾问、合作机构、技术供应商或猎头？职业生涯后期的工作可能会令人恐惧、孤独。因为作为一名老将，一方面，你时常会觉得自己应当无所不知，另一方面，你有时还要与后来者竞争。如果你的身边伴有一系列有能力且支持你的伙伴，那是多棒的一件事情啊。


  身边的人才。你是否在职业生涯早期遇见了顶尖的领导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你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自己创建公司，周围的人里，我愿意带上谁，以及他们是否会接受我的邀请？”


  找到你的同类。在过去，许多职场人脉都是围绕着俱乐部建立起来的。如今，职场人脉越来越多地以社群为中心建立起来。盘点一下你的职场人脉，探索一下像“顶峰”（Summit）和“一万杯咖啡”（Ten Thousand Coffees）这样的网络社群吧，你可能会发现其中有无数培养技能和关系的机会。


  我们之所以需要对前文这三类职场燃料进行重点储备，原因有好几个。首先，它们令我们有了选择，即行为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权”（optionality）。你不会希望自己建立的一系列技能只能适用于一家公司、一个行业或一座城市。具备深厚的基本技能将使我们能够胜任各种更强大的角色。不管我们是否选择追求这些目标，储备好这样的职场燃料会让我们免遭淘汰。其次，这几种职场燃料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自主力。每天都有行业和公司在经历起起落落，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言5年后的职场会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10年或40年之后了。我们需要更灵活。社会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提出了一项很好的假设性练习：想象一下，当你40岁时不得不永远告别自己的工作，以一己之力创立一家公司，你会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自主力的练习。


  最后，这些职场燃料将延长我们的职业生涯。现在初入职场的人需要储备的平均燃料至少要能让自己在40年里保持关联性，符合职场需求。我们在第13章中还会提到，这一标准可能会大幅提高。快武装自己吧！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1号职场燃料：可迁移技能。


    2号职场燃料：有意义的经验。


    3号职场燃料：持久的关系，即职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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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数字，树立正确的职场思维


  
    我认识到能完成一场马拉松不仅是一项运动成就，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心理状态。


    约翰·汉茨（John Hanc）马拉松运动员兼作家

  


  5个数字带给我们的思考


  在开始进行职业规划前，你需要先养成正确的思维方式。要想学会这种思维方式，你需要先跟几个数字打交道。


  1．职业生涯的长度：用62减去你目前的年龄。算出的结果是你距离提前退休的年数。美国的一般退休年龄为62岁，而大多数西方职场的退休年龄都与之相仿或稍微大一点。(5)在过去的20年里，退休年龄在不断延后，而且这种趋势看样子还会持续下去。许多人之所以延迟退休，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和退休金一直在逐步减少或延期发放。有的人还会主动选择延迟退休，因为他们在六七十岁时还享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和有趣的工作。无论什么原因，大多数人都会在62岁左右退休，对此我们需要严阵以待。如果你现在正值20多岁的青春年华，那就还剩下将近35年的职业年限。许多人认为职业生涯到40岁就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实际上，就算到了40岁，你其实还没走完一半呢。大部分人都严重低估了职业生涯的长度。


  2．精通一项技能所需的时间：要花多少小时才能在某一方面达到“精通”？在著作《异类》（Outliers）中，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研究了运动、音乐、绘画、商业等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估算出大约需要10 000小时(6)的密集训练和演习，一个人才能在某一方面达到精通。格拉德威尔发现：


  一旦音乐家拥有足够跻身顶级音乐院校的能力，他们就只能靠努力来与其他同学拉开差距了。事实就是如此。那些最卓越的人不仅比别人努力或勤勉，而且非常勤奋刻苦……成就等于天赋加上练习。练习并不是在熟练之后才做的事情，而是不断练习之后才能变得熟练。


  仅有天赋是不够的，无论你拥有多高的智商或天赋，成功都需要花费超乎想象的时间进行高强度的练习。观察一下你感兴趣的行业，研究一下别人的发展轨迹，你会逐渐发现，获取关键的技能和经验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虽然具体情况会随着行业而变化，也会因人而异，但是它们都会让你认识到为了前进必须付出。小野二郎被誉为全世界最好的寿司师傅之一，他要求手下的学徒在烹饪任何食物之前先花10年时间磨炼刀功。你对需要学习的技能了解得越多，就越能为职业生涯做最佳决策，从而将你获得长期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化。


  3．40岁之后能赚到的个人财富百分比：在40岁之后，你赚到的钱会占你一生个人财富的百分之多少？大部分人的估计是60%。年轻人倾向于估一个比较小的数字，例如40%。真正的答案其实是85%～90%。一个人的个人财富往往在65岁左右达到巅峰，而他们在40岁时的个人财富只有那个数字的10%～15%。(7)个人财富的积累绝大部分都发生在40岁之后，原因非常简单。第一，根据我们之前的发现，40岁之后的职业年限要比之前的更长，而且往往薪水也更高。第二，你可以享受到复利。第三，当不需要再付房贷和与孩子相关的费用之后，许多支出都会逐渐减少。尽管个人财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的确会减少，尤其是在80岁后会增加医疗开支，但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是要到40岁、50岁甚至60岁才爆发出来的。大多数人完全没想到这一点。


  4．社交货币：你有多少社交网络好友？思考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搞清楚根据手上的社交和商业关系，自己拥有多少“社交货币”。我听过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都在数百人以上，有的时候能达到数千人，尤其是在年轻的人群当中。在Facebook上，每个活跃的成人用户的好友数量一般都在200个左右，而在18～25岁的人群中，这个数字为300。他们领英联系人的平均数量则是339。许多人觉得成功的职业生涯的关键是拥有尽可能多的社交联系人。不过，正如我们接下来讲的以及在关于职业生态系统的章节中会看到的，这一观点并不全面。


  5．职场支持者的人数：你认为能在“职业生涯的天堂”里遇到多少人，也就是说有多少人能对你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带来真正的变化？当然了，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过我会用它来与上一个问题进行对比。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当人们在庆功宴和退休派对上回忆自己漫长的职业生涯时，常常会关注几个给他们的职业生涯留下重要印记的人。他们不会说：“我要谢谢领英上的1 632个联系人。”他们说的是：“有3个（或4个、5个）特殊的人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我们都会在职业生涯中遇到成为自己导师、老师和支持者的人。他们是支持并在背后褒扬我们的人。他们的推荐为我们带来了工作和奖励。


  刚过二十的人很可能就已经拥有至少一位人生导师了。是谁推荐你上大学，是谁推荐你第一份工作或第一次升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导师将会出现，原来的偶尔也会离开。但你要时刻记住，一定有个人正在拐角处等着你。


  有了技能和规划，才有资格碰到好运气


  现在，我们能对职业生涯得出一个在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结论，那就是职业生涯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往往要持续45年以上。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了职业生涯的长度，并因此错失良机。与马拉松运动员一样，你需要一颗雄心、一份规划、一些准备，以及对节奏的巧妙把握。你需要食物和点心来提供长途旅行所需的能量。你在一个阶段的所作所为在之后的阶段里，要么帮助你，要么损害你。尽管痛苦和困难不可避免，但你还是需要有继续前进的动力。你需要支持者，但你需要独自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成败负责。职业生涯是技能、规划和运气的组合。(8)你需要有技能和规划，才有资格碰到好运气。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职业生涯的长度：用62减去你目前的年龄。


    精通一项技能所需的时间：到至少需要10 000小时的密集训练和练习。


    40岁之后能赚到的个人财富百分比：85%～90%，因为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要蓄力到40岁、50岁甚至60岁才爆发出来。


    社交货币：并不是越多越好。


    职场支持者的人数：找到3～5个真正能称为导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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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黄金问题，评估职业价值


  职场盘点的目的是帮助你清点目前主要拥有的职场资产。检查一下这三大主要的职场燃料吧：


  
    	可迁移技能；


    	有意义的经验；


    	持久的关系。

  


  1号燃料的盘点清单


  可迁移技能是那些你在职业生涯中得到的能力，它们能从一份工作被带到另一份工作、从一家公司被带到另一家公司，以及从一个行业被带到另一个行业。


  下面，请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


  学位、专业证书：


  


  


  


  


  


  


  语言，包括音乐和计算机语言：


  


  


  


  


  


  


  上司和同事在你的360度绩效评估中经常提到的优点：


  


  


  


  


  


  


  你收到的关于情商的评价，即上司和同事对你的社交状况和情感交流能力做出的评论：


  


  


  


  


  


  


  你的“人才账户”。历数你至今雇用和（或）提拔过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继续获得提高和发展了吗？其中的佼佼者是否愿意再次为你工作？


  


  


  


  


  


  


  2号燃料的盘点清单


  写下一些你有意义的经验，不管是工作之内还是之外的，只要它们可以证明你至今为止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具备多样性。


  个人旅行：


  


  


  


  


  


  


  国外工作经历：


  


  


  


  


  


  


  企业管理或创业经验：


  


  


  


  


  


  


  社区或志愿者活动：


  


  


  


  


  


  


  包含你个人贡献的大型活动、产品发布或知名的项目：


  


  


  


  


  


  


  公开演讲、写作或表演的经验：


  


  


  


  


  


  


  教学、咨询或指导的经验：


  


  


  


  


  


  


  兴趣爱好、业余活动和工作之余的热情所在：


  


  


  


  


  


  


  其他生活中的经验和挑战：


  


  


  


  


  


  


  3号燃料的盘点清单


  
    没有人能孤军奋战，摇滚明星不行，职业运动员不行，软件业的亿万富翁不行，就连天才也不行。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异类》

  


  进入职场之后，每个人的周围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关键人物和团体，他们强烈影响着我们的职业轨迹，并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我鼓励大家定期盘点自己的职业生态系统，确保它们为你提供的是正向支持。职业生态系统在纵向上有许多层次，横向上更是远超你目前的职位和雇主。


  1．联系人是职业生态系统中未经改良的原料，包括我们的领英联系人、邮箱联系人、校友、同事等。定期衡量一下自己有多少职场关系吧。你最近建立过新的关系吗？你的数据库始终保持更新不过时吗？在你的人脉中，有没有哪个值得尊敬的人正在与你渐渐疏远呢？


  你在下列平台上大致有多少个联系人？


  
    	领英联系人


    	Facebook好友


    	Twitter粉丝


    	Instagram粉丝


    	个人邮箱联系人


    	其他社交平台或网络

  


  你参加的校友会（学校的或老同事组织的）：


  


  


  


  


  


  


  其他组织协会或行业协会：


  


  


  


  


  


  


  可能对你的职业生涯带来影响的其他重要联系人，这种影响可能发生在今天，也可能发生在将来的某一天：


  


  


  


  


  


  


  许多人都错误地认为“联系人代表一切”，好像这才是职业生涯成功的起点和终点。虽然增加初级联系人可以拓展你的人脉关系网，但它们只有被转换成更深层的关系时才能发挥重要的价值，这种深层关系的建立需要让这些人被你吸引，并跟着你行动。你可能拥有数以千计的初级联系人。但请记住，这并不是一场以量取胜的比赛，决胜的因素是质量和影响力。


  本·卡斯诺瓦（Ben Casnocha）与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合著了《至关重要的关系》（The Start—up of You），他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在建立人脉关系网和真正的人际关系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人脉关系网的构建者的心态是交易性的，他们在追求人际关系时只考虑其他人能为他们做什么。而人际关系的构建者会首先尝试帮助别人，他们不会有所保留。虽然他们心里清楚大部分好意都会得到回报，但是并不会精于算计。他们还会时刻维护自己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


  2．专家团处于职业生态系统中一个较高的层次。这些专家是拥有特殊的知识和权力、能帮助你取得工作和职业生涯成功的人。他们会为你的难题提供专业知识和最佳解决方案，这会让你变得更优秀、更聪明。尽管这样的团体是要招募和培养的，但是最好的方法并不只是请求帮助，而是提供帮助。你可以在周围的同事圈子里培养这样的团体，也可以将远在天边的朋友组织起来。


  你的专家团中都有谁呢？它覆盖了哪些领域，你在哪些方面又需要更多的帮助呢？你是否用积极的付出回应了他们的请求，做好了你分内的事呢？如果你要转移到其他公司或城市了，这个团体可能会失去谁，而你又该如何填补这些空缺呢？


  当你面对一个毫无头绪的问题时，能够向哪些专业资源咨询呢？这些资源可以是谷歌、专题博客，也可以是个人专家。我们常常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寻求不同“专家”的帮助。请尝试把它们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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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中，我每周都会遇上棘手的问题，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在公司内外，我拥有足够广泛的专家团，这令我几乎能在24小时内回答出任何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我在大脑和邮箱联系人中积累了一张约百人的名副其实的专家列表，他们能够并且愿意帮助我解决各种各样的专业问题，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在我目前的公司上班，其他的则是我在这些年来持续联系且可能交流过一些知识经验的人。发现一个新的专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会迫切地想要回应他们的请求。我们也很容易遗忘一些非常出色的专家。我在去年可能已经通过其他专家的介绍，或者通过在项目上的直接合作，发现了10名优异的新专家。但我的专家团也减少过一些人，因为他们很长时间都在玩失踪，或者已经不再钻研原本的课题了。我每年都会至少检查一遍邮箱联系人和领英联系人，提醒自己这些专家往往和我只有点一下鼠标或打一个电话的距离。


  3．关键同事是在目前的公司里对你的发展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5～10个人。排在榜首的是你的上司，这个角色在各种研究报告中都一直被列为影响职业成功和幸福的头号人物。你上司的上司也是个至关重要的影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的直属上司提议给你加薪或升职，那就总是需要先得到他的上司的签字认可。所以，如果你上司的上司觉得你是个天才（或傻瓜），就会给你的职场路径带来很大的变化。某些同事和下属也可以成为关键同事圈的一员。当你在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态系统时，应当在目前的组织中找到10多个这样的黄金人际关系，将他们列出来。诚实地问一下自己，他们如何看待你？他们会支持你迈出下一步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需要怎么做才能消除误解或赢取更好的人际关系呢？


  [image: ]


  4．支持者是在职业生涯中帮忙提建议、拥护你、激励你的导师和帮手。他们通常为数不多，大概不到5个人。这些就是你在“职业生涯的天堂”中会遇到的那一类人。对职业生涯而言，支持者就好比时速25公里的顺风，也仿佛推动我们前进的一只隐藏的仁慈之手。支持者会在背后说你的好话，将你推荐给别人。


  写出你认为算得上或者可能成为你的支持者的人的名字。如果你想不出来，可以回忆一下是谁推荐你上大学，或者谁支持你得到了职位或晋升机会。


  


  


  


  


  


  


  蟋蟀文化公司（Cricket Media）的首席执行官卡佳·安德烈森（Katya Andresen）为我们定义了三类人生导师：明星，他们是成功的行为榜样，告诉我们如何成功；贤者，他们就像苏格拉底，并不为我们提供答案，而是教我们如何思考；策动者，他们激励我们，鞭策我们，偶尔迫使我们踏出关键的一步。


  我们会在人生中积累这些支持者。有人问我：“我去哪里找他们，找到后又该如何与他们建立联系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耐心和开放，当你找到一名支持者时，要重视并培养这层师徒关系。这层关系一般不需要太精心的维护。导师倾向于倾听你做了什么，然后分享一些有助于你成功和奋斗的经验。正如卡佳所说：


  如果你将自己当成一个学生，那就自然会找到老师。在找到了能推动你职业生涯前进的人时，你就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为其所用，或者花时间与他们相处。如果你很幸运，能让他们倾听你、引导你，那就像海绵一样用力吸收吧。优秀的导师都希望看到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去。你可以通过当一个好学生和努力工作的员工，来建立一段人际关系。你还要对他们和他们想要完成的事情保持忠诚和热忱。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你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影响力，尽早和尽可能地感谢他们。另外，你也可以试着当一名导师，比如在非营利性组织或大学里担任志愿者，或者帮助渴望在你的领域有所进步的学生。成为别人的明星、贤者或策动者是一种极好的方式，它可以用来向当初站在同样立场上帮助你的人表达敬意，而且还能让你感觉到最深刻的喜悦，这种喜悦来自对别人的影响力。


  有些人将职业生态系统中的支持者视为他们的“个人董事会”。阿尔瓦罗·萨拉莱吉（Alvaro Saralegui）在时代公司（Time Inc.）顺利地晋升，同时他也是美国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的顾问。阿尔瓦罗说：“你得确保自己的导师不仅拥有过去的智慧，而且能在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助力。”


  一旦找到了一名导师或支持者，首要任务就是欣赏他们，并与他们保持联系。时不时地给他们发条消息，告诉他们你现在的状况，分享你的成功和失败，向他们寻求建议。记住，对你的导师而言，这类沟通并不是什么负担，而是一种奖励。在职业生涯现阶段，谁是你的导师呢？谁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呢？你是否做得够好，能够培养和赢得他们的支持呢？


  每年至少审视一次你的职业生态系统，如图5-1。写下你在4个层次，即联系人、专家团、关键同事和支持者中所获得的关键关系。哪些关系正在为你的专业和职业生涯带来最大的价值呢？哪些关系正在枯竭？哪些关系能带来最有利于付出和成长的机会？其中，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吗？有没有哪些方面缺少关系，或者有些关系是否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呢？管理这些关系的关键是与他人保持有意识的联系，而不是与数百人保持盲目的联系。


  5．你自己。任何职业生态系统的核心都是你自己。许多人都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儿都没错。你就是你自己的品牌经理。作为品牌经理，你的工作之一就是关注职业生态系统，确保它积极、活跃地发展。我认识一个千禧一代的后起之秀，她每年都会对影响自己职业生涯的人做一次“能量评审”。她发现周围有一些人，他们尽管是很好的私人朋友，心地善良，过去也帮过很多忙，但是现在似乎正在妨碍她、拖她的后腿。他们是第一个说“这不可能”或者“你根本就不该尝试”的人。所以她会尝试花更多的时间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人在一起，那些人会让她感觉更强大、更聪明、更有活力。


  
    [image: ]

    图5-1　职业生态系统

  


  4大黄金问题


  基本上，你每年都要为接下来的一年设立目标，并回顾过去的这一年。下面这4个问题有助于你完成这项工作。


  
    	我是否正在学习和成长？


    	我是否正在对某些人、现在的公司，乃至整个社会拥有影响力？


    	我体验到乐趣了吗？


    	我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奖励，并创造了经济价值？

  


  你可以将这4个因素赋予同等的重要性，也可以根据下一年的个人愿望稍作权衡。在职业生涯的某些阶段，学习或许占更大的比重，奖励占得少一些。在别的阶段，你可能更需要影响力和乐趣，而其他因素就不那么重要了。在某些时候，金钱可能对你非常重要，于是奖励的权重就比较大。你需要给每个因素分配一个权重比例，让它们加起来达到100%。


  在年末，花一天的时间反思一下自己在过去12个月里的贡献、进展和成果。


  接下来，针对每个问题，分别按10分制给自己打分。在评价学习成果时，你可以考虑自己增加了哪些新的可迁移技能、有意义的经验和持久的关系。在评价影响力时，想想你的工作给客户、同事、公司和社会整体带来了多少益处。乐趣则是一项偏个人的评估了。工作对你来说是乐园还是恐怖谷？至于奖励，要记住不能光看基本的薪水，而要衡量完整的收入，包括基本薪水、福利、津贴、假期、弹性时间、报销或补贴，可能还要加上你在积累的所有权或股份的任何变化。


  长期关注自己在以上4个方面的权重、自我评分和职业价值总分的变化，你会发现这很有意思。由于这些评估非常个性化，所以很难制订量化的标准。就我个人经验而言，超过700分就非常优秀了，也就是说，你在你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做得基本令自己满意。如果低于500分，你就要严肃对待了，你要自问：“我追求的东西是否合适？我的期望是否正确？这份工作是否适合我？”但也不要纠结于数字，关键在于，你能定期评估职业生涯中那些重要的动力来源，并做出建设性改变。


  职业生涯第一阶段价值评估：权重相等


  在表5-1所示的例子中，某人正处于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他给4大问题分配了相等的价值，即每个问题都有25%的权重，并分别打出了9～6分的满意分。


  
  表5-1　年度职业价值评估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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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4大问题的权重和自评分分别相乘，再把结果都加起来，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年度职业价值分数为700分。这是个非常健康的分数。学习方面的9分反映出尤为光明的前景，因为此人明显感到正在为将来的需要培养技能。乐趣的分数有点低，这一点需要注意。在工作内外，有没有什么活动能给他的职场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呢，例如加入公司的俱乐部、接受一个全新的任务、优化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在奖励方面，此人应当仔细审视自己在过去一年内的贡献，并找些具备可比性的标准，与自己的贡献进行比较。此人不快乐的原因真的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吗，还是因为他的期望过高？他可以找公司方面聊一下加薪路线，以及可能的提升途径。此人不应不假思索地转而寻找能带来更多奖励和乐趣的工作。在放弃一份学习和影响力得分都还不错的工作时，请务必小心谨慎，因为这些优势是很难复制的。


  职业生涯第一阶段价值评估：权重不同


  与案例1相比，在表5-2这个例子中，某人虽然同样处于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打出的自评分也一模一样，不过给4大问题分配的权重却完全不同。


  
  表5-2　年度职业价值评估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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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得到的年度职业价值分数比案例1的那个人多了90分，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最有价值的方面即学习领域做得很好。对此人而言，关键的策略应该是继续学习下去，也就是说，寻找能继续促进其学习曲线上升的新的工作和老板。随着职业生涯的推进，此人可能会调整分配给4大问题的权重，这时就需要让分数更加平衡一些，才能保持自己对职业生涯的满意度。


  职业生涯第二阶段价值评估


  表5-3反映的是一个处于职业生涯第二阶段，正在积极寻求建立经济基础的人，因此他在奖励方面的权重高达60%。此人至少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愿意减少学习、影响力和乐趣方面的追求，从而尽量扩大经济上的回报。只要能切实地得到这些奖励，哪怕要牺牲其他因素，这么做也是可取的。


  
  表5-3　年度职业价值评估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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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案例3中的个体最后得到了710分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年度职业价值评分，但这只是因为他在金钱上的目标达成了。如果金钱没能如期而至的话，会怎么样呢？如果奖励方面的分数只有5，那么总分就会降到470。以奖励为主要导向的职场人需要确保以下几点：1）他们所在的职业环境有奖励优异表现的健全体制；2）他们完全明确自己的成功标准，并有信心达成愿望；3）他们不会让其他因素长期停滞不前。根据我的经验，到了某个时候，对金钱的单一追求就会变得乏味、无趣。在职业生涯中，你应当时刻检讨自己的目标，仔细分配权重。权重的分配可以且应当每年有所变化。不要让金钱完全决定你的职业满足感，请始终为学习、影响力和乐趣留些空间。


  职业生涯第三阶段价值评估


  表5-4反映的是一个处于职业生涯第三阶段，主要追求影响力的人。此人已经从全职工作退休，正在寻找一个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付出和做出贡献的职业生涯阶段。对他来说，乐趣和学习被放在第二位，而奖励的重要性只能排到最后。


  
  表5-4　年度职业价值评估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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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份自评的得分，这个人年度职业价值总分为760分，这表明此人的策略执行得相当不错。尽管金钱的奖励微不足道，但对身处这一职场生涯阶段的人而言，这已不再重要了。此人现在感受到了热切盼望的影响力，并佐以适度的学习和乐趣。如果奖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这条职场路径就难以维系了。但是对于以影响力为第一追求的人，这条路径非常合适。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职场燃料之可迁移技能：学术学位、专业证书，语言，优点，情商，“人才账户”。


    职场燃料之有意义的经验：个人旅行，海外工作经验，企业管理、创业经验，社区、志愿者活动，做出个人贡献的项目，公开演讲、写作、表演的经验，教学、咨询、指导的经验，工作之余的热情所在……


    职场燃料之持久的关系：联系人，专家团，关键同事，支持者。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年度职业价值评估问题1：我是否正在学习和成长？


    年度职业价值评估问题2：我是否正在对某些人、现在的公司，乃至整个社会拥有影响力？


    年度职业价值评估问题3：我体验到乐趣了吗？


    年度职业价值评估问题4：我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奖励，并创造了经济价值？

  


  06

  100小时测试，合理投资时间


  
    时间是你的人生货币。它是你唯一拥有的货币，而且也只有你能决定如何消费它。


    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

  


  如果你问一个资深的财务顾问，如何让你的投资获得最高的长期产出，他会告诉你，关键是“资产配置”。换句话说就是，你是否在正确的时间投资了正确的东西，即股票、债券、期货和其他资产类型？职业生涯也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关键的变量是你如何投资时间。通过审视自己的时间投资的实际情况，我们就能知道自己把重点放在了哪里，以及哪些方面正在为我们追求的结果让步。时间档案会告诉我们，为了变得更快乐、更成功，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取舍。


  3个100小时


  下面的饼图是根据我自己和认识的其他高管的真实案例绘制的，它们给出了在各种活动中投入的时间所占的大致比例。因为我们平均每周都有大约100个小时是清醒的，所以你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画出这样一张图。我将自己的100个小时分散到了几个大类中，例如工作、家庭、健康、教学和社区。你并不一定要使用完全相同的分类方法，也不需要把时间精确到小时。在你自己和认识的人身上试试这一测试，你自然会有所发现。图6-1表现了我在30岁时，处于第一阶段中期的状态。我当时是奥美加拿大的一名积极进取的管理者。我结了婚，有两个年龄不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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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我30多岁时的个人时间档案

  


  工作时间占了60%。和大部分同僚一样，我努力工作。虽然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我可以在短期内每周工作80个小时，但总体算下来，连续每周工作60个小时已经是极限了。


  家庭活动大约占20%。其中包括每天睡前与孩子一起度过的几个小时和周末的一些家庭活动。年度好爸爸不敢当，但我好歹也没有被儿童福利机构投诉过！


  休闲时间占5%。这是偶尔出去用餐和每周放松的时间，通常都花费在了电视机前。


  社区活动占5%。我的志愿者服务少之又少。那时，我已经开始接触一家名叫善意实业（Goodwill Industries）的本地慈善机构。


  健身时间占5%。在30多岁时，我会去健身房，还重新开始了我的啤酒联盟曲棍球事业。


  教学时间大约占5%。我每年会发表几次行业演讲，外加一些工作中的培训。


  作为对比，看看图6-2，这是现在50多岁的我的时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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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我50多岁时的个人时间档案

  


  尽管现在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时间已经降至45%，但正如之前提到的，我已经把大量的工作时间重新投入到教学和咨询活动中。因此我依然每周要“工作”大约60个小时，只不过工作的本质有了明显的变化。


  家庭时间略微降低到15%，因为我和妻子现在成了空巢老人。现在的家庭时间往往都集中在家庭旅行上了。


  休闲时间依然保持在5%。我仍旧需要停工和放松的时间。除了与朋友社交的时间之外，我的休闲时间现在还包括弹吉他，但眼睛还时常盯着电视里那些傻乎乎的节目。


  健身时间依然保持在5%。每周去几次健身房，加上周日晚上的曲棍球，这是我时间平衡里关键的一部分。


  社区活动在我50多岁时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增加到了10%。我很喜欢有些组织里的人和事，而且觉得自己可以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我发现，这类社区工作是绝佳的动力源泉。


  教学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培训、指导、讲座以及一系列行业和咨询委员会的职务如今占据了我大约20%的时间。其中还包括主动学习的一部分，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我而言，每个周六的早晨都是从早上8点半的吉他课开始的。当你在弹奏亨德里克斯（Hendrix）的曲子时，能把工作轻松地抛于脑后。


  图6-3是我的一名天才级同事的时间档案，当时他30多岁。他在工作中努力得令人难以置信，并且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向来如此。他几乎没时间照顾自己新建的家庭。他虽然尝试着跟朋友见面，但常常不得不“因为我工作太忙了”而取消计划。他任由自己的爱好荒废，原因还是工作。这位经理在40岁时倒下了，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都无法工作，差点因此而崩溃。我认为，他的时间档案缺乏多样性，这是导致他崩溃的一个显著因素。把所有时间放在工作上必定导致能量耗尽，这就好比一份极度单调的食谱。我特别喜欢吃鸡，但是永远只吃鸡也会让我感到厌倦和狂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工作，为了激发斗志和恢复活力，你至少需要改变一下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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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使能量耗尽的个人时间档案

  


  关注时间饼图的高效能部分


  每年至少估算一次自己的时间档案，这会给你带来相当多的启发。你在哪方面的时间投资看起来产生了最鼓舞人心的结果？你对时间的分配正在发生变化吗？在接下来的3或6个月里，你是否想要试试重新分配一部分时间？


  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分配公式，也没有完美的时间档案，所以它才被称为是“个人的”。我们对工作和压力的忍耐力各不相同，对社区活动、工作甚至家庭活动的喜好也并不一致。不过，在针对我自己以及至少另外100人做过这种个人时间档案练习之后，我还是得出了一些值得分享的观察结果和建议。


  许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饼图的工作部分。这是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众所周知，努力工作始终很关键。根据盖洛普的研究，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人群比例在过去的10年里从9%增加到了17%。但是，不少更有意思的变化都发生在其他部分中。比如，教学和社区方面的活动似乎能对幸福和成功产生超越时间占比的影响。这与亚当·格兰特在《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学习、提供建议以及帮助他人会对我们的精力和影响力带来深远的影响。我将这些活动视为成功的职业生涯所需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它们能带来养分和新鲜度，让你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好。


  因为这张饼图的面积是很难扩大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持续缺乏睡眠所带来的有害影响已经有诸多报道了，科学研究强有力地指出，欺骗自己不睡觉是一门亏本的生意。于是，有些人转而将多任务处理当作最佳答案。我认为，有的时候，如果两个任务都很平常，例如叠衣服和看电视重播，那么你就可以同时处理它们。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结果，而不只是关注数量的话，就会发现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人都不擅长多任务处理。我们可能更忙碌了，但效率并不一定更高。当我们必须对时间档案做出艰难的权衡，削减一部分活动的时间时，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将某项非工作的重要活动彻底删除。你可以削减它，但尽可能地不要完全删除它。我们是被习惯驱使的生物，如果一个习惯被剪除，那么要重新建立就难上加难了。像教学、社区活动和健身这样的高效能部分只要有一丁点儿变化，都会让我们发生巨大的改变。


  前摄时间迁移法


  压力的最大来源之一就是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虽然我们会在第11章更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不过这里可以先提前介绍一个屡试不爽的妙招。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经常出差，通常一年有超过150天的时间都在路上。我发明了一种叫作“前摄时间迁移”（proactive time shifting）的方法，下面我来展示一下。我的女儿艾莉森的生日在9月份，几乎每年都会与我的工作和出差的繁忙时段撞到一起。所以我就会使用前摄时间迁移的方法，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嗨，艾莉森。”


  “怎么了，爸爸？”这时，她的眼珠常常会转得很起劲。


  “你的生日就快到了。”


  “是的，爸爸。每年都是这样。”


  “是这样，到那时候我正在东京出差，我很可能会当天晚上坐飞机回家为你过生日，但也可能会这样错过。所以，我们不如把你的生日派对放在我从日本回来以后的某个周末吧，日子你来定，怎么样？你想怎么过，在哪一天过？我保证到场。”


  在艾莉森的25个生日派对中，可能有四分之三都是时间迁移过的，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错过她的任何一个生日。前摄时间迁移的第一个要点在于，它必须是真正前摄的。要知道，我跟艾莉森打招呼的时间是在七八月份，而不是等到她生日的前一天，在机场候机室或东京的某个会议室里联系她。当然，这必须是双向的，即让艾莉森来做选择，并与我一起商量可能的方案。提前检查你的日程表，看看是否存在可能的冲突和危险地带。如果有的话，就通过成熟的对话商议可能的选择，尤其当对象是孩子时。


  除了前摄时间迁移，与我交流过的成功人士大都将界限和专注列为应对忙碌职业生涯的策略的重点。我曾经以为，自己能够在翻看工作邮件的同时享受所谓的家庭时光。但事实上并不能，我需要更明确的界限。我更适合在短时间内专心致志地工作，而不是在工作模式和家庭模式之间不断切换。当我休假时，也采用一样的做法。尽管不可能长时间地完全脱离工作，但我依然尽力将工作方面的联系集中到一个广而告之的时间段里。比如我宁可在一周的假期里，把周二和周四的早上6点半到8点半的时间抽出来集中处理公事，也不愿每时每刻都走在一朵随时会“劈”下工作的乌云下面。


  碎片时间的回报


  社区工作和志愿者活动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即使是小试牛刀也成效显著。人们常常说：“我退休了就去做志愿者。”在我看来，还是越早越好。我一直对许多忙碌的年轻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会想方设法从日程中挤出一两个小时去做志愿者。我一开始的志愿工作是在善意实业里担当“市场营销顾问”，当时才20多岁。现在，我依然作为董事会成员参与该组织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些在几十年后依然有用的技能。


  无数的证据表明，即便是定期将少量时间投资于健身，也会带来很大的回报。(9)虽然并不是在健身房花的时间越多就越成功，但是毫无疑问，每个人都需要做出最低限度的健康投资。养成健身的日常习惯是很重要的，最好是能每日健身。当我们很忙或很累的时候，就很容易减少健身的时间，而这种时候我们恰恰最需要它。无论是瑜伽、曲棍球、动感单车还是跑步，将它变成生命中的一个日常习惯会给你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强劲的动力。


  通勤是一个经常能被挤出时间用于其他投资的地方。在美国的大城市中，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平均有近两个小时。对某些人而言，这些时间似乎都白白浪费了，或者成为他们路怒症的借口。我的同事迪米特里·麦德奇（Dimitri Maex）是奥美互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头号部门的主管，除了这份高强度的工作之外，他还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和刚开始建立的DJ兼作曲家的副业。迪米特里骑自行车上下班，把在纽约市糟糕的交通中浪费的两小时变成了每日的健身锻炼时间。有些人将地铁通勤时间转变成了一段读书、写作的高产出时间。还有人一边走路上下班，一边听着教育播客或有声书。这是学习一门新语言、探索行业中的新趋势，或者培养新的职业技能的好方法。当我早上开车上班时，会利用这段时间给亚洲和欧洲的联系人打电话，因为此时的时差刚刚好。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我会打电话给西海岸的人或位于加拿大的母亲。如果通勤时间正在被你浪费或对你来说是一种折磨，那么你可以将它投资到哪些方面，从而取得更多的乐趣和产出呢？你是否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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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路径向导，做出正确的职业决策


  
    如果你的价值观很明确，做决定就变得更简单了。


    罗伊·迪士尼（Roy E. Disney）


    做出有益决定的关键是尊重未来的自己。


    A．J．雅各布斯（A.J. Jacobs）

  


  在职业生涯中，我们会面临许多决策点和十字路口：


  “我应该留下还是离开？”


  “现在是不是该去读个工商管理硕士或其他研究生学位呢？”


  “我刚收到了公司的一份转岗邀请，我该接受吗？”


  “现在是不是该重新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试试完全不同的东西呢？”


  “我刚被拒绝或者开除了，现在该怎么办？”


  每个人都为做出正确的决定而绞尽脑汁。在我看来，太多人在关于职业生涯的决定上都做得比较武断和相对短视。如果要对两份工作做一个表面的横向对比，核对它们明显的优势和劣势，这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问一些问题：我会赚得更多吗？它提供的头衔是不是更诱人，或者假期更多、医疗福利更好？


  这些技术上的对比并没有击中要害，你需要在更大的环境下权衡自己的选择。我之所以将职场路径向导放在关于工具的最后一节，是因为我认为你需要先打好其他基础。学习职场数学能帮你树立起正确的思维框架；思考职业生涯的三个主要阶段能提醒你当前在这漫长旅程中的位置；盘点一下职场清单，总结目前的职业生态系统，这会让你了解自己的技能和关系的状态；仔细审视你的时间档案能帮你弄清在职场和生活中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平衡调整。做完这些，你就万事俱备，可以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了。


  在职业生涯中，我们一直在找寻自己的甜蜜区，即我们擅长的、爱好的和这个世界需要的东西之间的交集。我们绝不可能一击即中。我常跟别人讲，这就像是尝试把一架直升机停到海面上的一艘航空母舰上。大海在翻腾，风在咆哮，船的甲板在倾斜，可是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让自己安全降落在正确的位置上。


  我们在职业生涯中的选择会帮助我们探索、定义和接近这一甜蜜区。我已经数百次地运用职场路径向导来帮助人们应对种种选择。首先，我们要回答三个问题。


  
    	你的职业理想是什么，或者至少假设一个你可能想要达到的目标。


    	你目前手上有什么职场燃料？


    	你需要什么职场燃料才能实现这个终极理想？

  


  这就鼓励大家不仅要考虑职位选择的具体细节，而且要思考整个职场路径，以及这一具体的决定是会为你接下来的路打开更多的门，还是关上更多的门。“根据我现在的位置以及我想要到达的地方，哪个选择能提供最大的机会，让我抵达目的地呢？”（如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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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　职场路径向导图

  


  你需要什么燃料才能实现终极理想


  杰米是一家大型通信公司的后起之秀。他是个高效的思考者和行动派。公司很喜欢他，给了他成堆的工作和接触不同任务的丰富机会。与大多数20多岁的人一样，杰米并没有明确自己的长期目标，不过有一回，他酒后吐真言，放话说：“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家公司的领导者。”


  当杰米在思考这个目标的要求，以及自己与这些要求之间的差距后，他得出结论：目前工作的强度没有问题，不过并不能真正引领他前往那应许之地。毫无疑问，他需要分别学习如何应付赢利和亏损时的情况，以及如何运营一家公司。杰米需要培养“人才引力”，这样才能从单纯的执行者蜕变为其他人的领导者。如果他想要管理一家跨国公司，那么还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与海外的客户合作，而不是局限于本地客户。而且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必须与公司内部更多的高层管理者和全球人力资源总监建立人际关系，因为他目前并不在高管职位的候选名单之列。现在，杰米就可以按图索骥寻找可选的职位，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做出明智的选择了。他不仅要知道什么职位好，而且要知道什么工作能提供最丰富的发展因素。我后来又跟杰米联系，发现他已经在当前的公司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他能够培养那些必要的技能，他正走在一条很棒的能培养领导力的职场路径上。


  当像杰米这样的人在想办法扩充自己的领导力档案时，还有些人在想办法让自己获得进一步的教育。许多人都问我有关研究生学位的问题。我自己并没有这样的学位，也不曾后悔过没有继续深造。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宝洁和奥美这样的“临床医学院”里的工作经验能让我学到工商管理硕士所学的大部分东西。这些公司特别重视培训，而我也一直很重视学习。我看了一下自己认识的20个最成功的首席执行官的领英档案，其中只有半数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对某些领域和某些人而言，研究生学位无疑能增加些附加值。努力获取硕士学位的原因因人而异，但你需要确定它会给你的职业生涯带来什么样的特殊价值，思考它能否：


  
    	增加你目前不具备的可迁移技能？


    	帮助你重塑自我，改变职业生涯的方向？


    	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并拓展职业生态系统？


    	获得你目前没有的重要证书？


    	加速你的探索步伐，即通过实践验证自己真正擅长和热爱的东西？

  


  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的MBA（Sloan Fellows MBA）是一个切切实实关注学生发展的硕士项目。斯隆商学院的MBA学员需要全职投入到为期12个月的课程中，为职业生涯中期深造。这些学生往往30多岁，而且有75%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该项目的主管斯蒂芬·萨卡（Stephen Sacca）称其为“一套顺便颁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领导力课程。它并不是专为那些想要彻底转变职业生涯方向或拿一张文凭的人设计的，而是面向那些在目前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功，但又觉得自己能进一步改变行业的人”。目前在读的一名斯隆商学院的MBA学员是一位古典主义歌剧的歌唱家，她觉得音乐产业需要在商业上进行重大变革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她利用斯隆商学院的MBA学员的经验，培养了能够帮助她应对这一挑战的商业技能和全球关系网。


  权衡投资回报率


  从很多年前开始，所谓工商管理硕士的价值会细水长流地体现出来的概念就已经过时了。如今，这种价值已经不那么显著，因为有的人希望这些投资能得到切实的经济回报。如果你想为自己算一下这本账，可以考虑一下工商管理硕士本身的成本，也就是它的学费、书本费、物料费，以及可能的额外差旅、生活和居住费用，有的人还有学生贷款的利息。如果你准备辞职去进修，那么还要加上一两年内都没有薪水的机会成本。这些费用累加起来，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税后200 000美元。你要问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我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能赚到这额外的税后200 000美元？”既然职业生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那么有些人的确可以抱有这样合理的期望。但就算在数字上是亏本的，也不要轻易放弃读硕士的念头，只要有吸引力够强的个人原因就够了。


  近年来，我观察到了一个最有意思、最惊人的职业生涯决策，它来自穆罕默德·阿舒尔。


  
    人才档案


    医学院还是“蟋蟀农场”？


    穆罕默德·阿舒尔　28岁


    职业：


    “想吃”公司（Aspire）的首席执行官


    甜蜜区：


    医学、商业和理想的交叉点

  


  “我第一次产生了放弃医学的想法。”鉴于他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师，穆罕默德·阿舒尔知道这话听起来不可思议。当他接着讲述自己新创建的公司时，更不可思议的故事就来了。穆罕默德·阿舒尔正在创立一家名叫“想吃”（Aspire）的跨国公司，这家公司从事可食用昆虫的培育。“这是我天生就该做的工作。”他解释说。


  28岁的穆罕默德·阿舒尔已经习惯了人们听到“想吃”公司时的惊讶和困惑。这是他就读麦吉尔大学的医学博士与工商管理硕士双学位第一学期时，与人联合创立的公司。这个想法诞生于他获得久负盛名的霍特奖的作品。霍特奖由“克林顿全球倡议”（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与霍特国际商学院（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颁发，每年都会邀请各个商学院提交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创业点子，2013年的主题是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和全球贫困人群的粮食问题。有超过10 000个团队参赛，获胜的创意将得到100万美元的赞助。


  麦吉尔大学的团队想到了一个惊人而强大的主意：饲养和销售昆虫供人类食用，主要是蟋蟀、蚱蜢和象鼻虫。根据他们的研究，昆虫是一种极好的蛋白质来源，相较于牛肉和鸡肉，培育昆虫所需的资源要少很多。不仅如此，全世界有数百万人已经将昆虫作为食谱中的一部分了，这些人主要分布在非洲和南美洲。麦吉尔大学团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则是如何确保食品供应链，并在保证对这些昆虫的需求被满足的同时，有效控制成本和质量管理。


  穆罕默德·阿舒尔的团队赢得了分赛区的胜利，晋级到纽约市的总决赛。他们在那里要面对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内的听众，最后他们赢下了100万美元的大奖。对穆罕默德·阿舒尔来说，这次胜利制造了一个令他苦恼的困境。“我知道当时如果不进入医疗管理行业，就等于放弃了一大笔唾手可得的钱。我还在念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赢得霍特奖后，更是吸引了无数雇主的注意。当时，我家里刚添了一个新生儿，而我眼前都是眼花缭乱的工作机会。”他有三个选择：回学校完成医学院的双学位，在大量报酬丰厚的工作机会中挑选一个开始上班，以及全身心投入“想吃”公司的运营，他必须三选其一。“我必须选择一条路，如果选择“想吃”公司的话，就要冒失败的风险，”他说，“不过，继续学业但无法获得医学学位的风险也是存在的。我从8岁开始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医生，一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梦想，我就感到心痛。”


  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穆罕默德·阿舒尔还要面对来自家庭的质疑。他们因为阿舒尔放弃稳定的工作，追逐一个离经叛道的梦想而感到忧心忡忡。他已经为了成为一名医生而努力多年，此前他已经获得了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和生物学学士学位，以及麦吉尔大学的神经科学硕士学位。“我并非出身于企业家家庭。我的家人从事各种职业，有工程师、医生，还有银行家，但没有企业家。他们并不理解我怎么能放弃一条稳定的道路，而去追求未知。”


  对穆罕默德·阿舒尔而言，他的选择归根结底还是出于他一开始追求医学的理由：他希望自己能创造宝贵的遗产，渴望拥有积极的影响力，并追求财务的稳定性，成为医生可以让他拥有这一切。而“想吃”公司也能让他做到以上这几点，甚至可能做得更好，只不过他要走的是一条从未预见过的道路。


  最后，他决定从医学院休学，全职管理“想吃”公司。他带着刚成立的家庭来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Austin），随后，“想吃”公司就在该地开设了昆虫培育基地。公司在头两年里保持着健康的运营，团队人员也增加到了16名。虽然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但穆罕默德·阿舒尔知道未来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知道我可以选择一条对自己而言更加顺理成章的道路，比如去华尔街工作或进入医疗行业。但目前看来，与一支优秀的团队共同创立一家社会型企业给我带来的成长、影响力和满足感无与伦比。它可能会失败，但我尝试过就不会后悔。”


  穆罕默德·阿舒尔所选的道路并不是最简单或最受欢迎的。但就其长期目标而言，这是一次明智的下注。只有时间能证明这是不是正确的答案，而他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从各个角度审时度势，然后做出选择，并坚持不懈。


  快速成长才能获得长远成功


  作家兼天使投资人奥朗·霍夫曼（Auren Hoffman）想给那些专注于长期发展、寻求有效成长的人提些建议。虽然他的话题主要是如何在不同的创业公司之间做出选择，不过这些智慧也适用于所有寻求高速成长并愿意冒险和承担后果的人。


  奥朗认为，长期成功的基础是快速的成长。大多数大学毕业的聪明人每年的成长速度为10%。这意味着他们的能力在毕业7年后差不多会提高一倍。大多数29岁的人的薪资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两倍，不是正好说明问题了吗？如果要成长得再快一点，你就需要一份满足以下条件的工作：


  
    	你周围都是比你聪明的人；


    	你有失败的机会；


    	公司有让你这样的人肩负重大责任的传统。

  


  奥朗说：“找到一家至少有30%的人都比你聪明的公司，因为你通过向周围的人学习而获得的成长速度是最快的，所以这些人就应当分外出色。由于人们更喜欢雇用认识的人，所以其中不少人在接下来的30年里将一直是你的同事。因此，请谨慎挑选同事。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看出公司里的人有多聪明，那就是看看他们在招聘时的挑剔程度。你应该选择一家招聘流程非常困难，往往也很冗长的公司，在这样的公司招聘中，你得先认识许多人、完成一个项目，并且通过几场令人精疲力竭的面试。尽管这个方法不能说百试百灵，但至少你知道公司里的其他员工都经历过同样的流程。”


  奥朗·霍夫曼还说：“当你有33%～66%的概率失败时，成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要想精进，就得主动站在可能失败的立场上。有一个现象非常常见，那就是人们会选择一份百分之百会成功的工作，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尽管板上钉钉的成功一开始会让人感觉很棒，但并不能助人成长。你应该寻找一个能让你参加高失败风险项目的组织。


  “假设你是一个有远大目标的人，想要持续不断地成长，那就一定要找机会晋升，并承担越来越重的责任。那些有相应的机制并且增长速度很快的公司是最有可能快速提拔你的。寻找一些与你背景相似又加入了该公司的人，看看是否有人被赋予了重大的职责。”


  在做出决策时厘清正确的思维方式


  不管你是在观望创业公司还是其他的机会，职业生涯决策的战场上都充斥着利用情感和人类心理弱点的兵法。克里斯·格雷夫斯（Chris Graves）是奥美公关公司的全球董事长，也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克里斯提醒我们要警惕一些人类天生的偏见，它们会在不知不觉间渗透到我们的决策制订过程中，职业生涯决策也不例外。


  “我们总是会低估在未来才能兑现的好处，这种现象被称为‘时间贴现’（temporal discounting）。我们都不愿意用当前的痛苦，比如更辛苦的工作、更低的薪水、更低的声望等，来换取未来的某样东西，即使未来的好处其实更加丰厚。作为人类，我们本能地不相信未来的好处能够兑现，所以会在当前对它们打很大的折扣。”克里斯还在观察中发现了“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效应：“人们对后果和风险看得比好的方面更加清楚。我们的美梦很模糊，但噩梦却很清晰。”


  意识到自己可能对现状和逃避风险存有偏向性，这一点很重要。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在做出职业生涯决策时厘清正确的思维方式，不要因为老板或猎头的压力而匆忙做决定。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著作《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极其详尽地描述了一系列实验，论证人们胸有成竹地做出错误决定是一件多么频繁的事情。


  近年来，我发现一种危害非常大的行为，我称之为“职业快闪”（career flash mob）。在一个圈子里，有人换了份新工作，并且在入职一周左右时发了一条微博或朋友圈状态，类似于：“在‘神奇创业有限公司’的日子简直是爽爆了。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他们正在招人。我一个人很孤单，快来看看吧。”这条消息会在这个圈子里刮起一股短暂的求职风潮，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至少有一半的人都会去“神奇创业有限公司”工作。等他们发现真相并没有这么美好时，有人又跑到“天才创业公司”去了，于是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


  发现新机会是有益的，毫无意义的变化则是有害的。


  不要放任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成为快闪族，或像条件反射一样说跳槽就跳槽。先在目前的公司里至少找三个人聊一聊再做决定，这三个人可以是你的上司、人事经理以及组织中另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你应该首先在目前的公司内部寻找解决的办法，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一条重要的新消息动摇你的决定。


  最近，有一位很有天分的年轻女性离开了我的公司，投入某个竞争对手的麾下。她热爱我们的企业文化，但觉得只有在我们公司外部才能得到想要的经验。而就在她既成事实的辞呈生效的前几天，我们公司批准了一个新部门的成立，而这正好与她的理想完美匹配。由于她没有在签下新工作之前验证自己的猜想，所以她和公司双方都错失了一个良机。


  在老板面前表达你的野心是一件健康而有益的事情，不过，你给出的目标应该与自己的职场路径和时间规划有关，而不一定是眼下的解决方案。如果你只给公司留出几天的时间对你的最后通牒做出回应，那就必须有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多数时候，公司是不会还价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的文章《他处并不一定比此处更好》（The Grass is Not Always Greener）很有见地，值得一读。


  所以，你必须要厘清自己的理想、技能和选择，并完全确定自己对目前状况的推论、假设都是正确的；除了职位，你更需要考虑的是工作内容和学习曲线；做好承受压力和承担风险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然后，你就可以做决定了。


  如果你的决定是离开，那就要优雅地走。人们常常在离去时留下那句“后会有期”，这并不是一句虚言。从前的同事和员工是你职业生态系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他们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对你予以评价和评论，他们会在各自目前的公司和将来的工作场所中寻找人才，他们会成为你的顾问、客户和影响者。你应该在交接工作时表现出勤勉和责任感，适当地弥补一些损失，并将感谢的话说出来。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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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加添燃料，强势开局


  
    流浪者未必都迷茫。


    J．R.R．托尔金（J.R.R. Tolkien）

  


  有的人对自己想做的事情一清二楚，一走出校门就很快置身于令人满意的岗位上。他们是稀有的“独角兽”，但大部分人并不是。很少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尤其是在刚刚起步的时候。虽然我刚开始做的是会计，但很快就爱上了市场营销，并把职业生涯的其余部分都投入这一领域的奋斗中。我的一个女儿在剑桥拿到了中世纪史的博士学位，现在却在伦敦的金融服务行业担任研究员。


  亚当·格兰特在《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中说：“如果人们对职业生涯早期的期望能更现实一些就好了。”整个第一阶段往往长达15年，是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充满了尝试和错误。这时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份你每天都津津乐道的神话般的工作，而是要找出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喜欢做什么，以及不喜欢做什么。第一阶段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增长年龄和阅历，像一块牛排一样“更加入味”，而是一个高度活跃和有目的性的阶段。


  司徒慕德爵士（Mark Moody—Stuart）说过：“职业生涯绝不是一条笔直上升的路线。我们常常需要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坏，为了获得进步而投入资本。最好的旅途总是发生在迷路时。”第一阶段的策略很简单：步入职场、迎接新发现，并为前方的漫长旅程储备职场燃料。如果你在第一阶段结束时能做到这些，那样的状态就是理想的。不过，执行这一策略并不轻松，所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点实用的方法。


  给首次求职者的8个小提示


  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是步入职场。然而，许多人在找到第一阶段的起点上都麻烦不断。


  塔拉在英国念硕士，即将毕业的她列举了一些她和她的同学所面临的疑虑：


  
    	“如果我不知道此生接下来想要做什么的话，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这个行业太混乱了，其中的哪个方面可能是最具吸引力的呢？”


    	“我够资格吗？如果我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话，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胜任这个角色呢？”


    	“我能融入公司的文化吗？他们会赞助我申请签证吗？”（这一条针对留学生而言）


    	“这份工作能帮助我实现长期的职业生涯目标吗？”


    	“这份工作能帮我付账单、还学生贷款吗？”


    	“我怎么知道喜不喜欢这份工作？”

  


  尽管家长都愿意提供职业生涯方面的帮助，但是上一代的求职智慧已经越来越难以适用于新的时代了。15年前，家长和孩子之间有关职业的商谈可能是这样的：


  嘿，爸爸，我在校园招聘会上面试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销售职位。你觉得怎么样？对了，妮妮阿姨不也在那里工作嘛。


  现在的对话更像是这样的：


  老爸，我刚在领英上加了草莓刺猬数字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在考虑去他们的效果营销部门，可是我不确定该专注社交方面还是分析方面。


  大部分家长根本就听不懂第二段话。因此，我们也就不用奇怪，为什么这么多雄心勃勃、注重职业规划的专业人员和他们的父母会不知所措了。


  对于像塔拉这样的首次求职者，他们需要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这是一场战争。你正在竞争为数不多的职位，而竞争对手遍布全球，他们至少都跟你一样聪明、有魅力、有天赋。没人欠你一个职位。准备好被拒绝吧，而且可能会不止一次。


  针对首次踏入职场的人，我有一些小提示。


  1．利用在读的时间储备早期形式的职场燃料。尽管我不认为大学这几年能带你按部就班地走向预先设定好的职位，但是毫无疑问，你可以打下基础，为今后能做出成功的职业生涯决策而做好准备。


  其中的关键并不是你具体修了哪些课程，不是你平均绩点（GPA）的小数点后三位，也不是你加入过的组织，而是你为未来打下的基础。越高等的教育意味着越高昂的投资。好好利用这个美妙的机会，积累下列能力吧。


  可迁移技能：作为一个正在学习的个体，你所选择的课程是否能提供未来用得上的关键技能，如解决问题、团队协作的能力以及求知欲等？


  有意义的经验：你正在利用大学的时光探索那些对将来有益的东西吗，包括课外活动、领导力、旅行和实习机会？


  持久的关系：你正在认识同学、老师、专家、导师及其他希望能在未来的10～20年里保持联系的人，并建立关系吗？


  2．制订求职作战计划。你可以通过建立电子表格和数据库来帮助自己找到第一份工作。作战计划能让你目标明确，并保持活跃。首先，根据行业、位置、规模、公司知名度，以及朋友、家庭、就业辅导员等的推荐，列出一份可能对你感兴趣的10～20家公司的初始清单。接着开始与这张目标清单里的公司和行业中的个人建立联系。一拿到目标公司的联系人信息，你就应该整理归档，包括公司的网站、电子邮箱地址、领英档案和电话号码。记录下你对每家公司采取的行动，以及对方的回应或下一步动作。时刻记得职位申请的最后期限。


  随着求职进程的深入，你的面前会出现新的道路，显性目标的清单中也会增加一些新的公司和联系人。也有些公司的门会关上，这时就可以将它们挪到历史博物馆里去了。这是一种健康而且必要的过程。一定要管理好一份显性机会的清单，不要为了试图同时跟踪数百个机会而忙得焦头烂额。


  3．积极参与校园招聘。许多高校都会举办校园招聘会。我强烈建议大家尽量多地参与进去。你会遇到一些很难在宣传册或网站上找到的行业和公司。有的时候，了解一下那些你不想效力的公司和行业也是有利无害的。如果你喜欢哪家公司，那么可以尝试一对一地沟通一下，例如拿一张名片、记下一个电子邮箱地址，或者后续再咨询。好好利用校园招聘资源，虽然你不能光靠它们来找工作，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这么做，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基本技能的地方，可以让你预先演练好在外面那个“巨大而可怕”的世界中会遇到的问题。


  4．高效地进行在线申请。通过网络搜索和分析研究，你会知道谁在招聘，以及他们提供的具体职位。不必多说，申请吧，但要注意最后期限。几乎所有的面试都是在网上申请之后安排的。将你的简历草稿给一位或多位信得过的顾问过目，比如身处这个公司或者至少这个行业的人。听取建议，一击制胜。不过，在线申请很容易给人挫败感，因为它具有匿名性，反馈率非常低。你可能在得到第一份全职工作之前已经递交过几十甚至上百份申请了。一定要坚持下去。在线申请是求职作战计划中无法避免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一些职位而言，这是唯一能入职的方法，你能做的就是提高申请的效率。聪明、完美地进行在线申请，然后继续你的旅程。


  与其花4个小时鼓捣一份可能没人会看的“完美”求职信，不如将这些时间转投他处，为你的求职行动寻找15个新的联系人。


  5．最重要的是，用好你的联系人。市场营销有一句金玉良言，同样也适用于求职，那就是有关系可以大幅提高你的反馈率，所以要多多运用你的联系人，比如导师、校友、朋友、父母、其他家庭成员、邻居等。你可以利用他们来帮助自己了解那些可选择的职位，磨炼自己与某些行业、岗位和公司的“契合度”，也可以利用他们为你打开机会的大门。


  罗列一份长长的清单，将你相信能帮到你的人写下来。给他们排个次序，比方说，最近刚入这个行业的朋友和熟人就会很有帮助，目前做到该领域高管的人也肯定不错。还有，不要忘了那些对你很熟悉的支持者，他们能鼓舞你，并且真心实意地帮助你取得成功。而且，他们对于“契合度”的判断要比那些并不那么了解你的业内人士更准确。


  有一种极好的建立新关系的方法，那就是好好利用校友网络和领英这样的人才数据库。在校友目录里找找，有没有哪位校友会成员就职于你的目标公司。到领英上瞧瞧，有没有哪个在目标公司工作的人与你来自同一所学校。如果能找到你们之间的联系，那就快联络他们吧。你会惊讶地发现，人们其实很愿意聊聊他们的工作。现在，让我们从列清单开始。一封简洁而有个性的电子邮件会给你开个好头。


  亲爱的某某：


  我是__________。我在双方都认识的人的介绍下写信给您。


  我正在求职，特别想要了解X行业，您的建议将很有价值。您能否在下周安排一次20分钟的电话咨询或会面呢？


  我将非常感谢您所给出的建议。


  祝好，


  你的联系信息


  附上你的简历


  这样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加上一句话描述一件对方可能感兴趣的特殊事件。但不要添油加醋，不要拿着你知之甚少的业内故事吹嘘，也不要让读者被冗长的小道消息或陈词滥调吓到。抓住重点，表达敬意，提出简单的后续要求即可。


  你应该请求他们为你留出一小段时间，15～30分钟就行，因为大部分联系人都很忙碌。提议的见面时间应当就在近期，最好是下周左右，这样可以表达出诚恳的紧迫感。他们要么回信答应你，要么就不回信。如果答应的话，你就可以确定是打电话还是见面，时间是10分钟还是几个小时。我的建议是接受对方的条件，尽可能地利用好它。如果你在四五天后还没有收到回应，也不要慌张。再发一封简短的补充邮件，并附上上一封的原文和简历。


  亲爱的某某：


  我依然很想了解您关于Y行业的建议。


  您能否在这周或下周通过电话与我交流20分钟呢？我将诚挚地感谢您给出的任何观点和建议。


  祝好，


  你的联系信息


  附上你的简历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回信，这很正常。欢迎来到这个拒绝的世界。不过，我们还是能收到一些人的回应。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6．在与联系人见面之前，做些功课。在有维基百科和领英的世界里，如果连对与你对话的人和他们所在行业的基本信息都一无所知，就太说不过去了。每一次碰面都是一场面试，即使你觉得这只是闲聊。准备好一些问题，做好笔记，事后再写封感谢的电子邮件。你的联系人正在考虑是否交你这个朋友，所以让他们愉快地做出决定吧。你不仅要为面试准备答案，还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准备一些有水平的问题。


  在与别人的交谈中，我被问过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行业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喜欢或不喜欢这份工作的哪些方面？


    	在你的公司取得成功需要哪类技能？


    	你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


    	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与其他公司的有何不同？


    	人们现在都是如何进入你这个行业的？（可能与过去有所不同。）


    	有什么挑战会让你彻夜难眠？


    	你认为这个行业的引领者是谁？


    	你知道你的公司有什么合适的职位空缺吗？（直接问，没关系。）

  


  还有一个你每次都必须提出的万能问题：


  
    	你能不能再推荐一家公司或一个人，让我跟它或他聊一聊？

  


  7．但是，找到第一份工作依然难于上青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碰到了多么多么大的困难，那就不如把他们介绍给善意实业的比尔·福里斯特（Bill Forrester）和琳达·特纳（Linda Turner）。比尔和琳达分别是善意实业的首席执行官和执行副总裁，他们已经在就业培训行业合作了60年，他们的团队帮助过100 000多名求职者。找比尔和琳达帮忙的求职者都面临着极大的求职障碍。如果你碰到了困难，例如发育性残疾、心理疾病、工作地点交通极其不便或语言障碍等，该怎样选择职业呢？更尖锐的问题是，如果你穷得吃不饱、有犯罪记录，或者找不出体面的衣服，也没法为自己打造发型的话，该如何通过面试呢？


  善意实业的团队找到了所谓“基于长板的模型”（strengths—based model）的成功方法。他们总是从一开始就关注个体的长板、能力和技能。这样可以建立起一个最基本的起点：自信心。在比尔和琳达看来，这是成功的核心前提。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培训，尝过一些微小的胜利的滋味后，自信心就能树立起来。接着，比尔和琳达会帮助求职者明确地认识到他们与工作之间的障碍，并系统地加以分析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性行动来克服一些基本的困难，例如孩子无人照管、公共交通不便、语言技能不熟练、不擅长使用计算机和仪容问题。善意实业有一名患有自闭症的年轻客户，在大部分的工作中，他都很难取得成功。但是善意实业发现他精通并且热衷于辨识颜色，于是他就在一家服装零售公司找到了一份分拣和补货的工作。


  我们都能从比尔、琳达以及善意实业团队的身上学到很多。琳达说：“在每一次成功的求职背后都有两个关键点：成功的意愿以及联系人与支持者组成的后援团。”为了提高成功的机会，善意实业会指引求职者到最肥沃的狩猎场上去。他们通过市场调研(10)寻找需求较高的工作领域，并向求职者指出这些道路。需求最高的工作并不总是那些最显眼或最出名的工作。琳达认为，对于她的求职者，有许多非学术性道路可供追求，例如电工、管道工和家庭护理。在你所选的领域中，需求最火的工作是什么呢？


  最后，善意实业发现，微小的成功对于培养动力和信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收到第一次面试邀请或考取一门新技能的证书。没有人能一下子就找到工作，大多数电子邮件都会石沉大海，面试也常常会被取消，职位空缺的时间会被延后甚至从此杳无音讯。


  我在善意实业那些勇敢的求职者身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外面的世界困难重重，但是没有人有资格抱怨这一点，总有人的情况比你更艰难。勇敢参战，坚持执行计划，你一定能成功步入职场。


  8．探索。即使你一脚步入了职场，探索之旅也并没有终止，而是刚刚开始。你需要弄明白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以及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在TEDx演讲中，作家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忠告我们在职业生涯的头几年里要耐心和开放。初期的这些时间应该被投入到竞争力、经验和关系的建立上。格林观察后发现，每一次成功都必得先经历10次尝试和前9次的失败。通过不断试验，才能发现真正的热情、道路或目标。他强烈建议人们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多多关注眼前出现的机遇和自己的反应，即你关注什么、你把精力放在哪里、你听信谁的声音，以及你选择阅读谁的文字。


  每个成功的创业者都要直面质疑


  当我们观察处于职业生涯第一阶段的人时，许多人都会钦佩那些成功的年轻创业者。他们看起来刚刚跨出第一步，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热情和目标。一些观察者认为他们可能只是运气好而已。


  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还从来没见过在第一个想法上就成功的创业者，而且每个成功的创业者都要直面质疑，并做出很大的牺牲。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亚历克斯·怀特（Alex White）。


  亚历克斯·怀特，这位“未来巨星”音乐数据公司的29岁首席执行官看起来意气风发。这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初创公司最近被潘多拉音乐电台收购了，估值达到了5 000万美元。“未来巨星”是一家分析音乐产业消费者数据的公司。对亚历克斯而言，这是对他12年来在出了名难混的音乐产业里辛勤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回报。


  
    人才档案


    成功的美妙声音


    亚历克斯·怀特　29岁


    职业：


    “未来巨星”音乐数据公司(11)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


    甜蜜区：


    数学、数据分析和音乐的交集

  


  “我一开始想要当一名摇滚明星。”他说完露齿一笑。作为一名专业大提琴演奏家的儿子，他成长于音乐的环境中。少年时期，他在一家百吉饼店和一个唱片工作室里干着两份兼职，他可以利用工作室在午夜到早上5点的这段时间里录制自己的音乐。“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在别人面前演奏自己的歌曲。虽然我成不了摇滚明星，但希望能挖掘一个摇滚明星，那就是我开始将注意力从艺术转向商业的时刻。我的梦想是到唱片公司工作。”


  学生时代，亚历克斯在数学和作曲方面就表现突出。他选择进入西北大学的原因就是，那里有世界级的音乐和商业课程，并且他很快就瞄准了一家主流音乐厂牌的实习机会。“我有一个朋友在环球音乐公司（Universal Music）实习。于是，我就简单粗暴地不断烦他，终于让他把我引荐给了一个对的人。我在环球的纽约办公室得到了实习职位，在摩城唱片（Motown）工作。”


  他继续磨炼自己在广播节目制作、活动策划和邀约技巧方面的能力。他有一档周播的嘻哈电台节目，从午夜播到凌晨2点半，还带头组织大学的音乐节目委员会，邀请主流明星到校园里开演唱会。作为环球唱片的实习生，他一心想从公司高管的身上学习经验。“我一直请求他们给我5分钟时间，问他们‘你是怎么做到这个程度的’。”


  他本以为会听到类似在邮件收发室里埋头苦干或经年累月加班加点的故事，可实际的答案却令他很意外。“许多人都是创立了自己的厂牌，然后被环球收购的，”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应该开创些什么东西。我一直在制作和销售东西，却一直没有听说过创业这个词。”


  他开始想方设法了解这个行业的每一个细节，然而2005年的经济环境导致创立厂牌的计划无法实行。这个时候，灵感来了。“既然我想跟乐队签约，并且所有与我共事的实习生都想成为唱片界的大佬，也许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网站，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办唱片公司，我们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来跟踪记录那些能提前发现真正人才的时机。”后来这就成了“未来巨星”的第一个版本：一个音乐版幻想体育网站，用户可以凭直觉预测哪位黑马音乐家会成为下一个登上舞台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创意比这更棒了，并且开始疯狂地担心有人会抢先一步把它做出来。”他找来了两名技术方面的联合创始人，他们三个人用三年时间把这个概念开发成了产品。


  当时已经在读研究生的亚历克斯通过了纽约一家咨询机构的面试，入职时间安排在秋天。他与那两名联合创始人约定：如果他们能筹到30 000美元，他就辞职专心搞这家新公司。“我把入职时间尽可能地延后，还把10 000美元的签约奖金投到了‘未来巨星’中。”


  在他的人脉关系网，包括创业学教授的帮助下，亚历克斯成功募集了25 000美元。这个数字让团队认为已经可以放手一搏了。他用其中一部分资金偿还了咨询机构的签约奖金，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他们觉得我疯了才会说不。”他回忆道。一周后，正当亚历克斯和他的团队摩拳擦掌，准备用这15 000美元的资金起飞时，影响至今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


  当被问及为什么在冷酷无情的市场条件下拒绝一份稳定的工作，而选择充满风险的创业公司时，他耸了耸肩：“我一直想着，如果我接受了那份工作，有人又把我的那个想法落实了，那么我肯定会自杀的。我无法忍受错过这个机会的可能。我会每天早上心惊胆战地醒来，到谷歌上搜索，看看是不是有人把它发明出来了。而咨询公司的工作永远都有机会再次获得。”他看起来想得很周全：“所以一开始我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名利，而是出于紧迫感。”


  接下来的几年充满了曲折。在2008年，这支团队申请加入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创业孵化器“科技之星”（TechStars），但遭到了拒绝。他们的网站上已经有数千支乐队和用户，但网站的访问量却开始停止增长，他们的资金也所剩无几了。“我们垮了，”亚历克斯说，“我差一点就饿死了。我每周的生活开支预算是20美元，还有40美元用于周末的啤酒。”当他们次年再次申请入驻“科技之星”并得到通过时，事情反倒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想再追求原来那个概念了。幸运的是，“科技之星”表示理解，这支团队可以在之后的几周时间里考虑下一步计划。


  “在接下来一个月里，我们尝试了几个想法，并开始搜集一些数据点。我们意识到音乐产业看重的并不是线上数字，而是CD的销量。我们发布了一个基础版本的‘未来巨星’网站，利用屏幕抓取机器人来研究音乐从业人员的需求。”社交媒体的度量空间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亚历克斯发现它可以为管理者、厂牌和音乐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他们推出这个想法后，一切都顺风顺水起来。他们获得了100万美元的投资，团队也得到了扩充，一开始是6人，后来又变成9人。亚历克斯和他的联合创始人最终能给自己发出50 000美元的薪水了。此后，650万美元的A轮融资让“未来巨星”网站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并开始直接与乐队合作。


  2015年7月，“未来巨星”网站被“潘多拉”音乐电台收购。谦逊而踏实的亚历克斯很快指出运气在他的成功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一路上碰到的各种困难让人望而生畏，”他摇着头说道，“如果你只是为了入选《福布斯》30岁以下富豪榜而创建自己的公司的话，这么做就不值得。如果你想要成为企业家赚大钱，就别走这条路。如果你发现了某样让你着迷、让你夜不能寐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你应该追求的一条路。”


  虽然没有多少人是亚历克斯这样的数学和音乐天才，但是从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亚历克斯的经历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不可动摇的热情和恒久不变的率真的结合。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回报，并且不断优化自己的方法。毫无疑问，亚历克斯痴迷于让自己的想法取得成功，并且做了一些真正的牺牲。他在经济萧条时期回绝了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还偿还了签约奖金。他在朋友家借宿，每天只靠几美元生活。但是他很欢迎人们每天对他的想法提出建议和改进意见。他信赖自己的导师，例如创业学教授特洛伊·赫尼科夫（Troy Henikoff）和“科技之星”的顾问贾森·门德尔松（Jason Mendelson）会对他的想法发起永无止境的挑战，并推动他精益求精。他们既帮助他解决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问题，也提供实用的方法，例如如何给投资人或合伙人起草一封敏感的电子邮件。亚历克斯依靠的不止是联合创始人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和萨米尔·雷亚尼（SamirRayani）的智慧，还有他们的情感支持。他说：“他们作为联合创始人陪伴我面对这一切。他们是唯一了解我们若想要实现目标，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压力的人。”在我们的访谈中，亚历克斯引用了一句金玉良言：“白天严格遵循计划才能给夜晚带来开放的选择。”这句话提醒我们每个人，要给自己的生活保留一些发现新事物的运气。亚历克斯将运气列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并不是光靠运气找到音乐和数学的交集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成为你自己的品牌经理


  不管你的追求是偏向于创业，还是为别人的公司效力，都应该利用第一阶段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并储备职场燃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你自己的品牌经理”。不管你喜不喜欢，雇主们都不会停下收买人才的步伐。你对待职业生涯的方式将决定他们来采购时会不会在菜单上看到你的名字。我们从品牌的塑造经验中可以学到很多。这里没有什么窍门或捷径，领先的品牌都建立在优质的原料和精细的制作之上。虽然华丽的包装和大力的营销是让产品的首次试销大获成功的好办法，但是历久弥坚的品牌却能始终兑现包装上的承诺。当领先的品牌无法满足用户要求时，他们就会想办法弥补。


  作为自己的品牌经理，请利用第一阶段培养好成功的职业生涯所需的技能和习惯。多多见识，全身心投入，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学习高效的沟通技巧，建立声望，寻求反馈，并创造价值。


  了解更多公司情况，成为某方面的专家


  对许多员工而言，他们得到的唯一培训就是人力资源部门提供的几个小时的新人培训，重点在于差旅和娱乐政策，可能还夹杂一点公司的历史。如果你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生涯，那就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搞清楚公司是怎么运转的：它怎么建立的，它的理念是什么，它如何赢利，它的关键人物有哪些，以及它的愿景如何。如果你从公司的常规宣讲中得不到这些问题的解答，那就把它当成入职100天的一个任务吧。做好本职工作，阅读公司的年报，如果能找到外部分析机构对公司的评估就更好了；在茶歇时间，在新老员工中打听公司的内部消息；通过加入公司内部的俱乐部、团队或职业社交网络来提高参与度；主动在公司的活动中帮忙，并且尽心尽力；慢慢地建立由你的联系人、专家团、关键同事和支持者组成的职业生态系统。


  你可以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选择一些专题去钻研，逐渐成为别人咨询的对象。你磨炼的不一定得是震惊世界的高深技术，一些常会出现的问题或专题就可以。在我的公司里，我知道如果有关于体育营销的问题，找丹尼尔就对了。关于千禧一代的投票趋势，我会问伊兹。碰到内容管理系统的问题，咨询对象则是肯。有意思的是，丹尼尔、伊兹和肯的平均年龄不是48岁，而是28岁。他们对自己的专题非常有热情，而且十分精通。另外，由于自愿参加公司的业余项目，他们突出的专业技能现在已经在高层中打响了名号。


  许多年轻人想知道如何增加与高管和客户的交流时间，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阻挡或屏蔽在重要事件之外。事实是，如果他们毫无准备地直接与高层领导见面，那么通常不会有好结果。如果你只是坐在会议室里记笔记，或者提些天真可笑的问题，这不仅帮不到你，反而会害了你。别人的反应往往是“那人是谁，我为什么要花钱雇用他们”，或者“这个问题是谁问的，我们4年前就已经这么做了”，这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相反，何不拿出一个高层领导或客户正在苦思冥想的具体问题，跟你的老板讨论讨论呢？把它当作一个为期两周的秘密任务，从各个角度研究一番。翻阅你手上的资料，在一份简短的5分钟展示中给出你的解答，将你的论点和假设凸显出来。然后跟老板商量一个合适的时间，用5分钟完成一场重磅表演。展现你的才华，仔细倾听观众的反馈，并反复这么做。只要每过几个月就做一次这样的讨论，你就会在越来越多的专题中成为值得信赖的咨询对象。这会为你的职业生涯带来新的价值。


  高效沟通，并选择正确的媒介


  另一项值得培养的早期习惯是高效沟通。不管我们身处什么样的角色和行业，我们沟通的方式最能决定我们在他人眼中的印象。利用职业生涯早期的每一个机会磨炼你的沟通技能，这不仅限于你说什么，而且包括你怎么说和在哪里说。


  大多数人都是糟糕的沟通者，如果成为能沟通且能把故事讲得精彩的少数人之一，那你就能脱颖而出。为了条理更清晰，我会教大家在进行任何沟通之前先写下一份简单的大纲，包括对着镜子练习时也要这样做。


  
    	首先，话题是什么？我们的听众的注意力正在不同的电子邮件和会议之间快速切换，有一半的时间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每一次你都要说得一清二楚。


    	其次，写下你的三个重点，加上用于佐证的事实和原因加强说服力。这意味着你既有观点，又有支撑它的证据。


    	最后，直白地说出你希望听众接下来怎么做。这样一来，你的沟通至少是有力和清楚的。这能让你领先于世界上80%左右的人。

  


  要想真正地出类拔萃，你就得成为一个能把故事讲好的人。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天赋，但通过刻意练习，我们都有机会成为一个好的说书人。对我而言，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利用简单且有画面感的情景，以及引发他人的共鸣。我很喜欢收听播客和“飞蛾”网站（Moth）。我会看比尔·克林顿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演讲、说服大师的视频，我也会对自己的演讲视频进行评估。学习、实践，然后消化。


  我在工作中时常抱怨一件事情，那就是即便信息是正确的，人们还是会选择错误的媒介来传播。电子邮件是一种出色的媒介，可用来快速传递事实和情感中立的信息，比如“会议时间：中午，会议地点：7B房间”，或者“预算表格见附件”。但电子邮件在解决情感问题时却非常糟糕。想想看，你到目前为止曾经靠一封电子邮件真正解决过什么麻烦的情感问题吗？如果你是与我一样的普通人，那我就敢打赌，你通常只能通过电子邮件为情感问题火上浇油，其中最粗暴的方法自然是点击那个可怕的“回复所有人”按钮。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凭借情感中立的媒介化解情感问题。虽然表情符号可以起到一点作用，但电子邮件和文字依然不适用于解决剧烈的情感冲突。这时就需要电话和面对面这样的传统媒介了。使用短信或电子邮件来开始沟通是没问题的，但在信件结尾处一定要用更加私人的方式：“哇，这真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谈谈。我们可以明天早上9点通个电话吗？”像电话这样的语音媒介之所以能够解决难题，是因为它至少还具备一定程度的情感因素。视频通话有时要比单纯的语音效果更好，但前提条件是传输的质量不能太差。面对面的会议依然是所有沟通方式中最宝贵和有价值的。我发现那种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情感内容的例会纯属浪费时间。但是，在我们发明出更好的方法之前，它依然是目前为止最好的解决真正的情感问题的方法。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关于书面文字的一点想法。尽管这个世界已经数字化了，但书面文字依然保留着它优雅的一席之地。在电子邮件和文本信息的海洋里，想象一下一张你亲笔书写的小小纸片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冲击力。我现在依然会给别人定期发送明信片、手写的笔记或信件，因为这是表达真挚情感的最佳方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能比“恭喜”、“很高兴有你在”、“谢谢”、“对不起”和“节哀顺变”更能传达情感的呢？


  纸巾推动，向理想的领导力中道靠拢


  在第一阶段的某些时刻，你可以将时间和精力投入社交声望的建立中，即建立你在社交平台和整个行业的声望。你是否时常在影响行业的社交平台上发声，有没有人受到了你观点的影响呢？你的社交声望可以通过参加行业协会、写博客、演讲等方法来建立，这些都是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改善职业生态系统的良好途径。你要首先确保打好坚实的基础，要想办法在自己的公司里创造强大的产品、习得真正的专业技术，并享有良好的声誉。


  你需要在第一阶段主动出击，打造自己响当当的名气。有些雇主能提供很公正和有建设性的反馈，但大部分并不能，所以你要努力寻找反馈并给出回应。找出与你的工作切实相关的6～10个因素，请别人对你的表现和风格提些反馈意见。许多公司和老板都很难对“风格”问题给出公正的反馈。我有一个实用的技巧，那就是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道”（golden mean）来切实并有建设性地评判员工的风格。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央地带，故而勇敢就是处于懦弱和鲁莽之间的中道。


  我发现这一原理对于评价领导力风格很有用，因为它不会直接对员工说“你是个糟糕的领导者”，而是说“我们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领导力的指标，你现在处于这里，接下来要往这个方向发展”。我称之为“纸巾推动”（napkin nudge），因为我常常把它写在纸巾或小纸片上，用它推动某个人采取更成功的行动。我只能说，这真的有效。


  图8-1显示了我用“纸巾推动”来帮助一位年轻的领导者解决其风格问题的真实案例。我们一起分析了一些对她的成功有实质影响的风格维度。接着，我在每个维度上标记了她所处的位置，告诉她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说白了就是朝理想的中道靠拢。然后，她就能制订一些脚踏实地的计划来改变自己的风格，并定期检查自己的进度。她在别人眼里略显羞涩，更偏向于做一个微观管理者，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她在工作时却又常常过多地分享一些私人细节，这让其他人感到很困惑。这样一个练习可以帮助她改进和形成她的风格。


  
    [image: ]

    图8-1　领导力风格指导书

  


  我发现，当使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和画面，例如“提线木偶与油盐不进”和“全身心浸入与神游天外”时，人们更容易领会和接受反馈意见。最后一条“诺克斯堡与Facebook”指的是人们在工作中愿意共享信息的程度，我用诺克斯堡比喻极少共享信息，而Facebook表示共享得太多。


  理解自身的价值，为自己的贡献争取公平的奖励


  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项技能是理解自身的价值，以及为自己的贡献争取公平的奖励。许多人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都对这些话题表现得很天真，准备也不充分。他们常常会从同事、家人或招聘人员那里收到不良的建议。


  我的建议很简单。首先，判断报酬和获得的认可合不合适，看的是贡献，而不是资历。没有人会因为你入职了一段时间就欠你一次加薪或升职。珍妮弗在入职16个月后得到了加薪，跟你这周二入职时间就要满18个月了没有丝毫关系，问题在于你给公司带来的价值。搞清楚公司对你这个职位的期望是什么，尽可能完美地满足它。当你想要评估自己的绩效和报酬时，首先将你的贡献列出来，包括“硬”贡献和软指标。例如，你有没有为公司带来收益和新客户，或者帮忙节省了公司的开支？有没有证据表明你让公司的顾客更满意了？你有没有发明在将来某一天能提高利润的新产品、想法或流程？你做的事情是否能提高公司的声誉，如发表一篇文章、参加一场颇受好评的演讲活动、赢得一个奖项等，或者是否为人才库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新生力量？尽可能多地关注产出，而不是行动。光是做你的本职工作只能让你维系目前的职位和薪酬。


  找你的上司一对一地聊一聊，最好再找至少一名导师沟通一下。问问他们，你所关注的优先事项和目标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它们是不是对于公司及其业务有真正价值的东西，而不是细枝末节的小项目。问问他们，你的表现跟同事比起来又如何，你还能再做些什么，需要什么才能走向下一步。


  如果你想加薪或升职，那就得挑自己表现好的时候提出来。如果有升职的计划了，那你就得想想有没有可靠的候选人能接替你现在的职位。如果你的表现很好，你的上司对于将你转到某个新职位上会有一些自然的抵触。所以，请围绕着你的继任计划提出一些可选方案，让他们能更放心地支持你的升迁。如果短期内看不到晋升的希望，那就可以与你的上司一同制订一份计划和时间表，试着改变现状。如果你对于得到的答复依然不太满意，那就得好好思考一下职场路径，看看其他的选择了。在衡量其他选择时，要着眼于大局。在第一阶段，要问自己什么东西会带来最长的学习曲线和最多的职场燃料，也就是什么会为你的职业生涯创造更多的正能量。


  一杯咖啡，导师关系加速器


  在关于职业生态系统的章节中，我们说到导师关系是最强大的职业生涯加速器之一。在第一阶段，你应该时刻记住这一点，因为这件事做得越早越好，而一杯咖啡则是最强大的导师关系加速器之一。下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戴夫·威尔金（Dave Wilkin）。


  对于像与他人共饮咖啡这样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很容易低估其影响力。这种近乎全球通用的惯例不仅能跨越世代，而且没有任何威胁性。它让我们在一种非正式的环境中更轻松地分享想法和信息，这样的非正式会议能带来巨大的潜力。


  
    人才档案


    与导师连接


    戴夫·威尔金　26岁


    职业：


    “一万杯咖啡”网站


    （TenThousandCoffees.com）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甜蜜区：


    将全世界的千禧


    一代引荐给商界领袖

  


  对戴夫·威尔金而言，与企业家兼导师米娅·皮尔逊（Mia Pearson）共饮咖啡的机会让他拥有了开创自己事业的动力。“我是在一个小镇里长大的，并没有实现梦想所需要的人脉关系网，于是我在毕业时就给许多不同行业的领袖发电子邮件，邀请他们共饮咖啡，聊聊可能的机会。我给同样来自安大略省北部的米娅发了邮件，约定要好好聊一聊，”他说，“结果这成了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最佳机会，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喝咖啡的片刻之间。”


  “在5分钟的咖啡时间里，米娅让我对接下来的每一步有了透彻的认识。我明白了该做些什么去让下一代人解锁机会。”戴夫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表示。他认为，一起喝咖啡是一种推进职业生涯的好方法，并希望能帮助其他年轻人也解锁相同的机会。


  戴夫是名为“一万杯咖啡”的全球平台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将年轻人与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连接起来，并邀请他们在喝咖啡的时间里交流想法和建议的免费社交网站。戴夫说：“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社交实验，我们为数百万千禧一代的人与公司和教育机构牵线搭桥，创造出让想法流动的连接和对话。”


  “一万杯咖啡”如今在超过25个大城市都有活跃的用户，并将他们与越来越多的领袖、导师连接起来，其中包括首席执行官、科学家、宇航员、电视名人、银行家，甚至还有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该平台也招揽了超过1 000家希望与下一代人才和消费者更好地沟通的公司。不同于大型职业招聘会，共进咖啡所提供的一对一接触能产生更高质量的联系和更深厚的导师关系。戴夫说：“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现在的领袖能更容易认识未来的领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改变目前存在的导师体系。戴夫认为，这一体系现在已经出问题了。


  “每个人都知道导师很重要，但是目前的形式并不是可扩展或可持续的。它局限在私人人脉关系网中那些想法相似的个体之间，”他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解释道，“‘一万杯咖啡’正在改变这一模式。我们正在将传统的导师模式带入21世纪。我们希望让它成为一种双赢模式，因为‘一万杯咖啡’的设计初衷就是让原本可能或者不可能存在的机会释放出来。”


  戴夫的“一万杯咖啡”平台本质上就是一条双向通道。寻求建议的年轻人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专家领袖也能得偿所愿。优质公司已经开始利用这个平台与内部员工沟通。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平台，可以为创新和产品开发项目收集研究材料，并且让高层管理者与公司内部的年轻员工联系在一起。各大校友协会也在利用“一万杯咖啡”让他们的机构与校友圈子保持联系，同时让学生和校友能够围绕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建立关系。


  戴夫通过数字工具成功抓住了面对面交流的切实价值。多亏了这一平台，原本不太可能碰面的人们现在才能轻易相互结识。年轻的求学者通过平台搜索就能找到会提供有用建议的专家领袖，然后发出一份请求，大致说明自己的背景和寻求的建议。接下来，平台会把双方连接起来，并安排一次碰面或通话。这不是戴夫第一次寻求技术的帮助来连接不同的社群：高中时，这位自我标榜为数学和科学极客的学生就创建了一个网络平台，将学校与校友连接了起来。


  尽管在30岁生日之前就已经当上了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但来自加拿大农村小镇的戴夫小时候的梦想却相当淳朴：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他梦想着到大城市里追逐梦想，在他看来，教育就是通往美好未来的通行证。他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写奖学金申请书，后来赢得了滑铁卢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全额奖学金。


  大学第一年夏天，学校能帮他安排的唯一一份工作就是薪水最低的洗碗工。戴夫认为自己能搞到更有意思的机会，于是就申请并成功受聘为政府在青年事务方面的一名发言人。在这个职位上，戴夫研究了加拿大青年的需求，并在政策制定者面前代他们发声。他开始与许多公司建立关系，学到了公共演讲、公关和沟通方面的技巧。从一开始，戴夫就培养了将来大有可为的技能和关系。


  在大三那一年，他迎来了与导师米娅·皮尔森共饮咖啡这一决定命运的机会。“当时，她看到了机会，于是就打断了我说‘你得开一家公司’。她的原话是‘等你开公司了再来找我，快去做吧’。”


  没过多久，戴夫就退了学，全心全意追求创业之梦，这让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大感震惊和困惑。“他们想知道我是不是疯了，”戴夫回忆道，而他当时已经准备好迎头而上，“生活不是线性的，它无法在教室里学会，而是要在实践中学。而最好的作品是在你不工作的时候诞生的。”戴夫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营销公司，专门帮助公司和政府完善针对千禧一代的市场营销策略。两年后，戴夫明知道只要在营销公司努力工作，就能过上优越的生活，但他更想要干出一番持久和真正有影响力的事业。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围绕着“一万杯咖啡”的想法，计划开一家新公司。


  对戴夫而言，帮助年轻人一直都是他职场路径的主要脉络，也是一种让他获得了使命感的追求。“年轻人是未来。对公司而言，在接下来5年左右的时间里，将有超过50%的劳动力都是千禧一代。各大品牌在数字和社会化营销上耗费了数百万美元，而主宰其成败的就是千禧一代。全世界的政府正在迎来由年轻人决定投票结果的选举，”他解释说，“当你看到这一变化时，就会意识到让年轻人更好地分享想法、收获思想和踏出第一步是多么重要了。”


  戴夫现在的理想是将“一万杯咖啡”带入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公司和每一个地区，帮助下一代人接触到对他们的成功有帮助的人。他认为，成功应该根据人们尝试解决的问题的大小来衡量。“有太多重大的问题急需解决方案，”他说，“利用各种机会，找出一个对你而言非常重要、如果解决不了就会让你哭出来的问题吧。”


  戴夫·威尔金的故事为我们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戴夫并不是生来就有这么多联系人或职业生态系统的，所以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他为自己创造了机会，从而步入了职场。他培养了可迁移技能，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的咨询专家。他找到了一位导师，承担了一些风险，然后开始将他的梦想化作现实。虽然他并没有在第一次就抓住正确的点子，但他能够探索、适应和坚持，这些就是职业生涯第一阶段良好开端的特征。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步入职场策略1：利用在读的时间储备早期形式的职场燃料。


    步入职场策略2：制订求职作战计划。


    步入职场策略3：积极参与校园招聘。


    步入职场策略4：高效地进行在线申请。


    步入职场策略5：用好你的关系。


    步入职场策略6：与联系人见面之前，做些功课。


    步入职场策略7：做好心理准备，找到第一份工作难于上青天。


    步入职场策略8：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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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锚定甜蜜区，聚焦长板


  
    高效管理者的基础是他们的长板。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忠于自我。


    波洛尼厄斯《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职业生涯第二阶段大约从踏入职场的15年后开始，它会带来一些独有的机会和焦虑：我能获得多高的成就，我该如何找到下一步的方向；我要怎么才能找到甜蜜区，同时避免倦怠和迂腐；我如何才能不靠加班和毁掉自己的生活来扩大我的影响力；我该怎样从第一阶段打下的坚实根基中收获红利？第二阶段是识别、拓展和投注你的长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必须学会拓展行动规模，从而让影响力倍增。第二阶段最成功的领导者能出色地统一他们的热情所在和核心长板，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自己的短板。


  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寻找你的甜蜜区，那么第二阶段就是锚定它。你要不断问自己这三个难题：我擅长什么？我爱好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在第一阶段，我们关注的是培养专业知识、积累可迁移技能，以及成为某些方面的咨询对象。在第二阶段则要创造真正的差异。杜克大学的教授兼作家多里·克拉克（Dorie Clark）呼吁我们“脱颖而出”。麦肯锡咨询公司在人才档案中关注“尖峰点”（spiking），即大幅超过平均水平的技能和热情。一旦我们明白了什么东西能让自己与众不同，就需要投入时间培养它，为它的价值欢呼。


  精通的秘方就是意愿和时间


  有一个职业生涯小插曲让我印象深刻，它发生在我与一名叫凯茜·瑞安（Kathy Ryan）的员工之间。有一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已经任命自己为首席执行官，还掏出一张名片来证明。好大的胆子，要知道，凯茜只是我们公司里一名普通的管理人员，而我才是货真价实的首席执行官。凯茜解释说，不要担心，因为在她的名片上，首席执行官的意思是首席行动官(12)。经历过大量的经验和反省之后，凯茜认为她最擅长的方面就是行动力。虽然其他人或许会选择更高尚的职场路径，但凯西知道自己的特殊天赋就是能把事情干得漂亮。她自信地宣布了自己的特长，而这对于她的职业生涯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家都知道要找谁来把事情搞定，而凯茜一直都是他们的首选目标。尽管凯茜现在已经正式退休了，但依然是我见过最受推崇的顾问之一。每次她在佛罗里达州厌倦了玩高尔夫球，从得克萨斯州到巴黎再到开普敦，她手里总有世界各地的求助者清单，他们愿意以丰厚的报酬聘请这位大师级行动派。


  罗伯特·格林在他的著作中有力地讲述过精通的意义和它在职业生涯中段所起到的作用。


  在20多岁，甚至可能30多岁的时候，不管我们对工作是否有热情和兴趣，我们都可以把工作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年轻、充满活力，我们的满足感主要来源于工作之外。但是到最后，由于与这一领域缺乏深度的联系，各种困扰就会出现，这往往会发生在我们40多岁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越来越无法投入工作，竞争力不断下降。我们天生的创造力已经快耗尽了。我们无法关注所在领域发生的变化，因为我们已经脱轨。更年轻、更有创造力，而且更廉价的人很快就会取代我们。


  格林补充说，创造精通技能的秘方就是意愿和时间。“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充满干劲时能钻研得多深。如果这个主题令我们感到兴奋，如果它能激起我们最深的好奇心，或者如果我们为了丰厚的利益而必须学习，那么我们就会投入明显更多的注意力。我们吸收的东西会沉淀下来。如果我们身在法国，需要学会他们的语言，或者突然爱上了一个不怎么会说英文的法国美女，那么我们在几个月内学会的东西就会比在4年的法语课程中学到的更多，而不管当时的法语课老师有多厉害。换句话说，我们的专注度决定了学习的深度。”


  格林认为，精通的能力并不是遗传的。如果我们愿意投入高专注度和足够的时间，就会精通任一技能。他认为，在一项能力上达到精通大概需要10 000小时，如果我们追求的是超级精通，那么甚至需要20 000小时。“让自己在这么长时间里沉浸在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中，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厌倦和沉闷。练习，尤其是在开始的阶段，从来算不上有趣。为了能撑过这些时刻，你就不得不爱上这个领域。你必须为有可能发现或发明某种新东西而感到激动万分。不然的话，你就会放弃。没有什么精通或力量能离开热情。经过这么多的研究，我对这一点还是很肯定的。”


  格林接着引用了这方面的历史案例，比如达尔文和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发展、爱因斯坦和他的狭义相对论、托马斯·爱迪生和电灯泡的发展，亨利·福特和T型车、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和他后来创作的革命性音乐、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和现代舞的创造等。当代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史蒂夫·乔布斯，他自小就痴迷于技术和设计。在第一次加入苹果和后来在NeXT的日子里，他经历了很长一段学徒生涯，体验过许多的失败和无价的教训。当1996年回归苹果公司时，他已经精通了某种几乎无形的东西，即远在别人之前嗅到潮流趋势的能力。这种意愿乘以时间的公式适用于艺术家、运动员、棋手、发明家、生物学家和其他所有领域。(13)


  保持一直向前的动力，就能持续成功


  托德·赫尔曼（Todd Herman）完全称得上是一名销售大师。虽然他一开始并不是这一行的，后来却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他的故事生动地证明了精通与差异在第二阶段至关重要。


  你的脑中总会有一些印象深刻的职业生涯时刻。对托德·赫尔曼而言，赢得在2010年戛纳广告节（Cannes Advertising Festival）上举办的世界最佳销售员（World's Greatest Salesperson）大赛，并得到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祝贺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在2010年年初，我的公司举行了一场世界最佳销售员的全球征集活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推广21世纪的销售艺术。我们面向世界各地的销售员发起了一场公开赛：制作全世界最有说服力的两分钟YouTube短片，推销一块普普通通的红色砖头。10名销售和市场营销领域的领导者组成了专家小组，他们从数千名参赛选手中选出了一批最好的YouTube视频和对应的关于现代销售技巧的文章。托德就是三名决赛选手之一，他们要飞往法国南部，在戛纳广告节的现场观众面前推销一款新技术产品。他的推销赢得了最多的票数，因此被授予“世界最佳销售员”的称号。


  
    人才档案


    不要小看自己


    托德·赫尔曼　39岁


    职业：


    “巅峰运动员”公司


    （The Peak Athlete）


    的首席执行官，“世界最佳销售员”


    甜蜜区：


    运动教练和经营业绩的交集

  


  托德成长于加拿大农场，他的童年是在亚伯达省农村的畜牧场里喂鸡、骑马中度过的。多年来，托德一直在一条被许多人视为非主流的职业轨迹上磨炼和精进销售技巧。戛纳广告节上的胜利对托德来说可谓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高潮。如今，托德的能力再次升级，转而推销能激励他人的力量。他是一位全球知名的绩效教练，帮助运动员和商人追逐更强、更快和更好的目标。


  托德从小就待人友善，这让他在餐馆经理这个第一份工作中如鱼得水。一天，一位顾客建议他试试做销售，这激起了托德的兴趣。他说：“我父亲一直说，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就找到那个做得最好的人，然后跟着他们做。当时，销售界的领军企业是IBM和施乐。”托德向这两家公司提交了求职申请，然而都失败了。虽然他很失望，但并没有退缩。“我制订了一份为期三个月的计划书，终于说服了施乐让我在他们陷入困境的打印机部门工作，而且报酬100%都来自提成。我当时超级自信，觉得自己一定能力挽狂澜。”


  他失败了。事实上，他一败涂地，最后发现虽然自己在当餐馆经理时通过顾客服务培养了友善的说话之道，但这并不能化为销量。他的业绩甚至差到了让老板都斥责他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败笔”。这是托德职业生涯中的最低谷。“我学到了极有价值的一堂课，那就是倾听比说更重要，”他说，“我不得不闭上嘴巴进行销售。”


  在25岁左右，托德读了一本H. A．多尔夫曼（H. A. Dorfman）的《心理游戏的教练》（Coaching the Mental Game），这本书讲的是心理素质和运动表现之间的重要联系。托德从中发现了一个机遇。他想运用自己的推销技能来激励其他人，于是就创立了一家名叫“巅峰运动员”的培训公司，专门训练年轻运动员，使他们在心理、情绪和生理上变得更加强大。他接着又发现，这种类型的训练的价值不仅适用于运动员，也适用于商人。“一些运动员客户的家长开始请我给他们的员工做培训，尤其是他们的客服和销售团队。”


  托德不断向商业领袖学习，磨炼自己的销售和培训技能。他在听了吉姆·罗恩（Jim Rohn）的演讲之后找到了对方。吉姆·罗恩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作家，也是一名有感染力的演说家。他问吉姆能否与他共事，而且是无偿的。他用同样的方法，提出与著名体育教练、许多大牌运动员的导师多尔夫曼共事。“我提出免费为多尔夫曼工作，”他回忆道，“我在北卡罗来纳州为他干了一个月的活儿，现场观察他的行为，学习他与客户协商和合作的方式。”


  托德的职业生涯一路高歌猛进。如今，除了运动教练的业务之外，他还在那些渴望提高业绩的创业公司里开展培训和投资活动。他不断钻研自己的技艺，尝试写书，在行业活动上演讲，让自己始终走在行业前端。他崇尚“技能冲刺法”，即以90天为一个循环，为提高某一项特定能力而进行周期性密集训练。这也反映出托德的成功哲学：这是一种持续改进的不间断过程；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梦想要大，但前进的步子要小”。只要你能保持一直向前的动力，就能持续成功，即使中间有些挫折也不碍事。“总有些事情会失败，”他说，“这是不可能彻底掩盖的。但是你可以决定的是，是否从中吸取教训。”


  托德将餐厅打工的经历和一系列的失败转变成了长期成功的职业生涯。托德钻研技艺的那股认真劲儿一直令我印象深刻，他在不断地测试新的假设。我知道一个内幕消息：他为世界最佳销售员大赛亲自编排和制作了三段YouTube视频，然后找了一些销售人员组成专家评审团，预先测试了这些视频，最后将获胜的那一段提交参赛。他寻找佼佼者，并让这些佼佼者能轻而易举甚至是免费地将他们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他，从这一方法中，我们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如今，托德已经将他的甜蜜区从训练运动员扩展到了训练商人。


  如果托德·赫尔曼在他的起点选择了一条相对迂回的职场路径，或许就会和踏着舞步进入会议室的雷切尔·摩尔的历程差不多了。


  把眼光从小圈子中解放出去


  雷切尔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戴维斯（Davis），父母都是经济学家。雷切尔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成为专业芭蕾舞演员，她在18岁时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纽约市声名远播的美国芭蕾舞剧院邀请她前去表演，担任指导的是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她应该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州念大学，还是到遥远的纽约成为一名职业舞者呢？家里有些人很担心：“纽约太可怕了，你在那里会遇到不幸的。”


  
    人才档案


    从巴瑞辛尼科夫到会议室


    雷切尔·摩尔　50岁


    职业：


    美国芭蕾舞剧院（American Ballet Theatre）


    前首席执行官，洛杉矶音乐中心


    （The Music Center）


    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甜蜜区：


    当艺术遇见商业

  


  雷切尔选择了跳舞、巴瑞辛尼科夫和美国芭蕾舞剧院。


  雷切尔作为芭蕾舞演员的早期职业生涯一切顺利，直到24岁那年踝关节严重受伤。在得知身体机能最多只能恢复到95%，而且将长期忍受痛楚时，雷切尔意识到自己需要退出芭蕾舞演员的生涯，寻找新的东西了。可是该选什么呢？她已经24岁了，大部分传统的顶级高校都不愿意录取她。不过，比大多数学校都更开放的布朗大学向她提供了哲学系的奖学金。这一次，也不是所有家人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毕业时，雷切尔发现自己还是想为振兴艺术做些事情。她想，也许可以去当律师。可是一个做律师的朋友给了她一些好建议：“如果你真心想要改变艺术家和艺术事业，那就从商业上帮助他们。你可以为艺术组织工作，让它们良好地运作起来，也让艺术家们能专心创作。”


  于是雷切尔就报考了商学院，并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管理硕士学位。在之后的10年里，在华盛顿特区和新英格兰地区，雷切尔展开了作为艺术行政人员的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为了偿还贷款，她帮助市长将艺术带入社区，开办了一家小型芭蕾舞公司，在一家面向有色人种儿童的古典音乐学校里教书，还在波士顿芭蕾舞团（Boston Ballet）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雷切尔吸取了许多教训，例如她有时不得不通知供应商款项会稍晚一些到位，因为公司根本就没钱。“类似这样的经历让你能认清自己，”令她最心痛的一个职业生涯教训发生在董事会成员与员工之间，他们因为人力资源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董事会做得不对。我失去了信仰，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下去。”


  在将近20年前，雷切尔以职业芭蕾舞演员的身份首次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登场；20年后，当美国芭蕾舞剧院找她作为他们的执行董事候选人时，雷切尔的职业生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美国芭蕾舞剧院的职位分量重、名气大，但是要求高。他们的预算高达4 500万美元，员工数量约700名，而且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雷切尔在候选人当中是一匹黑马。她是最年轻的候选人，而且美国芭蕾舞剧院从来没有为最高层的职位招收过女性或前任舞者。她赢得了这个职位，并且在接下来的11年半的时间里巩固和建设美国芭蕾舞剧院。为了完善自己的技巧，她报名参加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关于非营利性领导力的奖学金计划。“我认为令我适应美国芭蕾舞剧院工作的关键在于，我在工会谈判时有足够坚定的立场和商业头脑，而在处理艺术家和艺术方面的事务时又足够温和。”她最自豪的时刻之一就是，支持米丝蒂·科普兰（Misty Copeland）成为美国芭蕾舞剧院75年来第一位非裔美籍的首席芭蕾舞演员。


  雷切尔的旅程还在继续。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写了一本名为《艺术家的罗盘》（The Artist's Compass, Touchstone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书，并接下了另一个重大职位——洛杉矶音乐中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切尔精通的领域是商业和艺术的交集，这一点与众不同。她定期指导年轻的艺术家，常常传授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在过去，像茱莉亚音乐学院（Juilliard）这样的顶级院校的毕业生都能在某个管弦乐队里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而且相当稳定。从前那个世界的结构强而有力，能提供保障和明确的道路。如果你进来了，就不会被挤出去。”而如今，就算是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的尖子生也得拼命努力才能找到工作，但同时他们可选择的路却更多了。没有创业精神的艺术家可能会感到很痛苦，因为现在有一种现象：艺术家并非因为作品不佳，而是因为自我营销得不够而遭遇失败，雷切尔对此感到深恶痛绝。她总是问那些有抱负的艺术家：“你们做的东西为什么与众不同，又为什么能被这个世界关注？”她鼓励年轻艺术家向传统的可持续艺术职业生涯发起挑战。“花200 000～300 000美元换来5大艺术院校的学位，能带来多大的价值呢？只有少数真正的幸运儿当上了明星，那样才能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雷切尔认为，还有一种赔率更高的赌注，“在你想要从事的领域找一个项目或一个专业的老师，它们很可能并不属于那些有名气的一线院校，真正的价值来自特定的老师和项目。”


  雷切尔认为，“演员兼服务生”的双重身份并不是最好的职场路径。她觉得这并不是一种行动力强的职业组合，而是“失败的或不专心的演员”。她建议年轻艺术家多参与一些与艺术相关的业务，让自己与艺术保持更多联系。她特别喜欢教师或伴奏这样的工作，因为艺术家能在赚取体面、稳定报酬的同时，依然与自己的热情紧密相连。雷切尔越来越强烈地建议艺术家培养营销技能，并开辟自己的电子商务渠道。支出管理对于有抱负的艺术家也是一项关键技能。你真的需要住在纽约、伦敦或洛杉矶，才能发展自己的技艺吗？底特律的视觉艺术家现在不正风头正劲吗，那里的平均房价还不到20 000美元。


  对于那些不仅有志于成为艺术家，而且想当艺术管理方面顶尖领导者的人，雷切尔给出了这样的建议：“理清你的财务。财务是大部分艺术组织的阿喀琉斯之踵。充分理解损益表、预算和成本控制，想清楚如何产生收益，而不是守株待兔。你的头号任务是为组织赚钱或筹集资金，所以人际交往并不是什么蠢事，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你并不一定得叨扰别人或乞讨，而是寻找用互惠互利和资源置换的方式来建立人际关系的机会。”雷切尔还说：“你可以多找几名导师，把眼光从目前的组织和派别的狭小圈子中解放出去，看看更广大的世界。我们能从其他领域学到什么呢？不要过河拆桥，要友善待人。我就是过了将近15年，才回到美国芭蕾舞剧院得到一份好工作的。最后，不要在艺术家们还没尝试时就泼冷水。他们都是大孩子，市场会让他们自己领悟的。”


  我一直在留意那些在职业生涯中期找到甜蜜区的人。在去年一月份的一个寒冷周末的晚上，我带着妻子和一个女儿在纽约哈勒姆区（Harlem）散步。一路上，我们三人和大约十几个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勇敢旅行者一同领略了哈勒姆区传说中的爵士时代。在那个夜晚，我们见到了大约6家爵士酒吧、餐馆和俱乐部，深刻体会了哈勒姆区过去和现在的爵士风情史。戈登（Gordon）是我们那一晚的导游。在喝了几杯鸡尾酒后，我听了戈登的故事。他一开始是个餐馆老板，但在经历了太多起伏和令人失望的败北之后，戈登踏入了他真正想做的行当：将他对哈勒姆区爵士的热爱奉献给全世界。他开了一家公司，取名“纽约爵士”（Big Apple Jazz），如今每年都要举办大约200天的巡演。他的巡演被列为到纽约市不可错过的活动之一。哈勒姆区的音乐并不仅仅是戈登的热情所在，他还擅长此道，并且这个世界也愿意付钱让他分享这份热情。(14)


  你必须自己帮自己开门


  查克·里斯（Chuck Reese）是个出生于哈勒姆区但走向了远方的人。查克一开始在自己开辟的职业生涯上走得平平淡淡，而现在已进入第二阶段的他面临着一个独资经营者的典型困境：除了加班或埋头苦干，他还能做什么来清除自己事业的障碍，使它成倍扩张呢？


  
    人才档案


    有门关上，就有门打开


    查克·里斯　45岁


    职业：


    平面设计师，CR传媒公司的老板


    甜蜜区：


    对机遇的直觉和对设计的眼光

  


  我们通常不会在手腕断了的时候想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查克·里斯而言，手腕的伤恰恰就是福气。除了荒废学业之外，这个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州立学院（Buffalo State）的篮球运动员还交友不慎，惹上了一屁股麻烦。他在街头沾染了一些似乎再也摆脱不了的恶习。


  对查克而言，这次受伤迫使他经历了一段反省期，令他重新考虑人生的下一步方向。为了在充满暴力和毒品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在童年时期所学的技能这时已经帮不了他了，反而只能拖他的后腿，让梦想中的未来越飞越远。通过朋友，他能看到现在的这条路会带他走向哪里，而那里的未来看上去是如此残酷无情。“这条路的尽头要么是监狱，要么是死亡。”他记得当时是这样想的。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断对他说不的世界里，高中班主任坚信他无法考上大学。他只在刚出生时见过亲生父亲一面，之后的画面就是那扇在他和母亲面前狠狠关上的大门。查克一直被迫应付着残酷的现实和各种限制条件。尽管如此，他却是个天生的创业者，拥有聪颖的好奇心和强大的韧性，这令他曾经在球场上春风得意。他意识到，是时候改变了。


  这并不是查克第一次被逼着做出重大的人生抉择。在青少年时期，查克那个16岁就生下他的母亲为了让他远离街坊邻里的负面影响，安排他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的姑妈家住。她说，在他“对未来有某种计划”之前都不允许回家。在与表兄弟一起打的无数场篮球赛中，查克第一次发现自己可以将篮球当作正事。这一决定引领他踏入了门罗社区大学（Monroe Community College），在一支即将高歌猛进夺取地方冠军的篮球队里服役两年。他后来转入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州立学院，继续披着球衣征战，直到毁灭性的腕部伤势让这一切都停摆。


  无法打篮球的查克感觉一扇门在他的眼前被关上了，于是他又一次不得不考虑接下来的方向。一位队友建议说，既然他一直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那么不妨将这个爱好转变成职业，去报名参加视频剪辑班。查克心想：也许我能成为下一个布赖恩特·冈贝尔（Bryant Gumbel）。他爱上了这种媒介，并转学到了通信学院，投身到媒体和通信的世界。


  毕业后，查克发现自己没有工作方向，名下的财产只有300美元。他唯一的希望是朋友在纽约长岛刚开的一家视频制作公司。尽管他凭着甜言蜜语参与了比较好的项目组，但好景不长。“那是街头风格，”他这样分析自己的魅力，“如果你能搞到毒品，就能搞到任何东西。”在被分配了太多琐碎工作后，查克终于选择了退出。“我一直看着那些对着笔记本电脑的人，他们看起来衣冠楚楚，赚的钱也比我多。我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由于眼前并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他开始效力于一家临时服务中介，得到了一份在办公大楼里帮忙协调培训课程的工作。他攒钱给自己买了台笔记本电脑，开始学习PowerPoint、Excel和Photoshop之类的软件。他在书店的走廊里度过了一个个傍晚和周末，专心阅读那些价格高昂的有关平面设计软件的图书。接下来的一份临时工作成为他期待已久的突破口，那是与纽约的大型广告商天联广告公司（BBDO）的一次合作，为即将到来的商业活动设计幻灯片。他开始把午餐的时间都用在计算机技能的磨炼上，努力消化流行杂志上的版式设计，最终设计出了一整套作品。在这一过程中，查克意识到如果直接为天联广告公司这样的客户服务，就可以比经过临时服务中介推荐多赚三倍的钱。没过多久，他就不再只是为演示做设计了，他开始阅读它们，学习如何创作有说服力的演讲、如何推销、如何营销。每一份新的工作都是一堂广告课程，查克对它们照单全收。“我知道自己还能进步，”他说，“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能够将它传达出去。”


  最后，他离开了这家临时服务中介，去追逐梦想，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查克拥有一家发展顺利的平面艺术公司，客户中不乏索尼音乐、奥美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这样的金主。在想起曾经的那个少年时，查克为现在的成就感到自豪：“你必须自己帮自己开门，不停地问自己‘另一边有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去呢’。永远不要停下对未来的规划，要努力让自己成为幸运儿。”


  查克·里斯的职业生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经验。他在第一阶段的努力为以后打下了基础。我很欣赏他在求知方面的足智多谋，他在念书、打球、当学徒甚至是晚上擦洗书架的时候，都在学习有价值的技能。尽管环境恶劣，周围有太多纷纷扰扰，但查克让自己融入了优秀者的圈子，还塑造了一个有助于推动职业生涯前进的生态系统。他有强大的适应能力，性格能屈能伸、韧性十足，这意味着他绝不会错过任何一扇打开的门。他职业生涯的高峰之一是受邀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能够乘坐只有几个位子的公司专机前去发表一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新业务演讲。查克之所以能登上那架飞机，是因为他让自己成为对公司成功而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被问到职业生涯的低谷时，查克说：“我其实并没有什么真的低谷。我一直想着还能怎么样，接下来能怎么办。”


  现在处于第二阶段的查克正在想方设法继续扩张公司。他正在招募一批有天分的年轻设计师，以便自己更多地专注于独一无二的技能，即赢得新的客户，以及让人们在感性上相信CR传媒公司的所有作品都能高质量地完成。他正在学着相信别人，学着放手，但又不牺牲让他得以走到今天的品质。


  作为领导者，你的巡航高度如何


  查克·里斯并不是唯一一个想着如何扩大影响力的人。人们在第二阶段面临的一个主要烦恼就是如何从执行者转变为领导者。如果不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扩大影响力，让第一阶段取得成功的那些方法往往就并不适用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巡航高度”。


  领导者必须飞得足够高，才能用战略的眼光俯瞰全局。任何高级管理人员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少数几个，甚至是唯一一个能看清全局的人。与此同时，能力强的领导者还需要有极度关注细节的能力，这样才能解决棘手的问题或谈下一笔生意。做到这两点的关键技巧就是学会像一架俯冲轰炸机一样，随时调整自己的巡航高度。


  你要能在高空中飞行，分析战局形势，找出主要问题或机会；一旦发现目标，你就要具备追踪并粉碎目标的能力。遇到重大危机，例如一场矿难或安全漏洞时，首席执行官要能直击问题的核心，并在完成任务之前亲力亲为、参与其中。但是一旦问题解决，你就得适时地“飞回高空”。我们都见过那种始终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也见过另外一类似乎离地面只有几厘米、一直插手问题的领导者。不要一直做飞在高空的宇航员，也不要一直做飞在低空的扫地机。在第二阶段初出茅庐的领导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调整领导风格，从命令与控制转变为影响与感召。你需要学习如何调整巡航高度，当一架俯冲轰炸机。


  从执行者到领导者的彻底转变，过程非常复杂，远不止调整巡航高度而已。其中，态度也很重要。在我们公司里，有一名后起之秀被提拔为一个主要部门的主管，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些建议。


  给初任管理者的6条建议


  1．你的仪容、态度和举止正受到高度的关注和广泛的效仿。员工们会比过去更加仔细地观察你，寻找蛛丝马迹来判断自己的表现如何。从今天开始，无论你表现出快乐、压力、自信、愤恨、失望的情绪，还是处于危机中的状态，员工们都会察觉你发出的信号，并据此调节他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所以，请仔细思考你想要传达的信号。


  2．一旦你确定了某个愿景，就应该简洁地表达出来，并且不停地重复重复再重复。人们很容易过高地估计一个组织消化愿景和战斗口号的能力。你需要寻找一些简单明了的词语，表达出你希望组织向哪个基本方向前进。它们只要在方向上正确，并令人牢记于心就够了，不必完美无缺。你以后可以将“新闻”和变化融入长期的信念和愿景之中。每次遇到机会时都要重复这种想法：“这种情况体现了我们深层的信念，那就是X很重要。”你可能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但其实还不够。要知道，每年的员工流动率高达20%左右，他们为什么还要记得去年的事情呢？


  3．早早决定让谁上船。每个领导者都需要一支小型核心团队，由那些能够高质量完成任务的亲密同事组成。选择这样一支团队往往是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虽然你并不需要立刻为每个位子找到对的人，但还是得尽早决定让谁上你这条船。不要选择和你相似的人，寻找那些能够增强你的长板和弥补你短板的人，并一对一地去了解这些参与者和候选人。探究一下他们的目标、信仰和关注点，看看它们与你的目标、信仰和关注点是否契合。


  4．每一个有意义的商业问题都是少数人在一间安静的小会议室里解决的。观点之间的对抗是有益的，但要确保它发生在恰当的讨论中。来回对骂的电子邮件要尽量避免。有争议的问题最好是在较小的团队中解决，而不要放到严肃的大型公开会议上讨论。即便你是老板，也要明确地表现出你对其他人观点的理解。用你的耳朵来领导大家，不要只靠嘴巴。理清问题的前因后果，用自己的信念加以评判，最后做出决定。


  5．你要表现得像个被人信赖的解答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老板。你的办公室装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组织的影响力。信念、诚信和公正会给你带来力量。让消息在组织中透明地传播，告诉大家好消息和坏消息，帮助他们正确看待这些信息对组织的影响。证明你会对这些事情全力以赴，证明你关心它们，不会撒手不管。


  6．你并不是无所不知。没人会无所不知，征询他人的意见才是明智之举。无知并不可怕，只要你能发现这一点，并做出适当的决定就行了。你可以先在特定阶段做个决定，而不必一锤定音。


  收到我建议的这个人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个跨国公司的超级巨星。虽然他可能并没有照单全收我的忠告，但作为领导者，他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前途一片光明。


  改变节奏或者改变战场


  有时候，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人们会感觉丧失动力，需要改变节奏或改变战场。44岁的安德烈娅·朗格拉（Andrea Longueira）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停滞不前了。在电视广播行业工作了将近20年后，安德烈娅感觉自己遭到了排挤，甚至已经出局了。她的雇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来的老板并不认识她，或者看起来并不欣赏她的经验和能力。对她来说，是时候重新评估自己的状态和想做的事情了。被炒鱿鱼或退休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她需要赚钱养家。


  安德烈娅盘点了自己的长板：她对体育产业很熟悉，擅长对付那些要求奇高的知名人才，而且还是个亲力亲为、敢作敢当的执行者。她开始在公司内外寻找机会，并认真地考虑了公司内部的一个机会，可它与她过去做过的事情太相似了，很有可能也会在将来被裁撤掉。她需要某种能激发自身能力，让她掌握的技能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会过时的工作。她尤其需要培养适应数字世界的制作人技能。


  经过一系列搜索，安德烈娅找到了一个新东家。她现在在“球员论坛”（The Players Tribune）担任制片人，这是一个背后有德里克·杰特（Derek Jeter）支持的全新的在线体育内容平台。安德烈娅承认，在一个地方工作了18年后才改旗易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入职那一天，心怦怦直跳，就像转学的小孩子一样。可是我真的需要动力。我需要某种紧迫感和一定程度的自信才能离开那里。”安德烈娅拥有的技能对新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补充作用，发挥出了重要的价值。相对地，安德烈娅现在每天都在学习，如何将之前20年的智慧应用和适配到数字世界中去，这会在数年后为她职业生涯的更进一步提供助力。


  在经历第二阶段时，你应当不断地细微调整，有时还要大幅修正自己的职业生涯方向。我们需要定期确认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可以问自己以下4个我们在第5章中已经学到的关键的职业价值评估问题。


  
    	学习：我是否正在积累有助于成长的新的技能、经验和关系？


    	影响力：我是否正在改变个人、公司，甚至整个社会？


    	乐趣：我的职业总体上算不算我生活中正能量和乐趣的来源？


    	奖励：我是否正在积累经济价值？

  


  顶级首席执行官需要具备的5大特质


  在第二阶段的尾声，你得让自己做到最好。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渴望成为首席执行官，但是听听顶级招聘人员在寻找首席执行官级别的高管候选人时使用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线索，推敲顶级领导者是如何走向金字塔顶端的。我与两名经验丰富的招聘人员聊过，他们在一家全球领先的招聘公司的工作经验加起来有42年之久，经手过数千名顶级高管。总结下来，他们认为落选者与顶级首席执行官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下面这几点。


  1．诚实和契合。顶级候选人会展现出强大的个人价值，并且较多地谈到这些价值与雇主的文化之间潜在的契合性。较差的候选人就不会太多地探究组织和他们自身之间的契合程度。


  2．智力上的好奇和敏捷。顶尖的准首席执行官能够将各种问题综合、联系起来。他们在工作之外拥有有趣和丰富的生活。他们读书看报，深入行业核心，提的问题很有水平。较差的候选人对行业和具体的工作的研究都不够深。这会被视为不可原谅的怠慢和傲慢的表现。


  3．提升业务业绩的历史记录。这一点向来很难判断。判断候选人过去的业绩需要综合考虑他先前身处的行业和历史状况。在某些职位上，仅仅是让业务稳定就是一项很不简单的成就了。而在一些快速发展的行业里，一般水平的增长反而是低于标准的。招聘人员需要剔除掉那些从前任那里接手的或因偶然因素产生的业绩，识别由候选人贡献的真正成果。最优秀的候选人能够清楚地阐述现实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提升首席执行官业绩的一项潜在因素就是“决心和自控力”。决心是不畏艰险专注于某一目标的能力，自控力指抵抗分心和诱惑的能力。拥有极强的决心和自控力的领导者总是能取得更好的成果。(15)


  4．真实、自我意识以及平衡。有弱点、不完美都是很正常的。好的候选人对于他们的成就有着清晰客观的认识，并会吸取教训，从而进一步改善。如果对于成功和失败没有足够的自我反省和反思，就会被扣分了。太多的“我”、太少的“团队”会让候选人的吸引力降低，而不是提高。


  5．活力和热情。顶级候选人会将他们的热情完全释放出来。如果他们对某个机会感兴趣，那就不会故作姿态，而是会完全表现出来。这让人们愿意加入他们的团队。


  第二阶段是塑造差异和加强长板的时候。与“世界最佳销售员”托德·赫尔曼一样，我们需要监管自己的甜蜜区，并不断磨炼。雷切尔·摩尔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她找到了独一无二的技能交集，即艺术和商业的融合，这让她达到了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你能找到某个可以让你出类拔萃的技能交集吗？查克·里斯充分利用了第一阶段的绝佳基础，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公司老板的强大环境。现在，和许多领导者一样，他正在想方设法扩大影响力，寻找正确的巡航高度。让自己置身于能够配合和弥补你短板的人群之中吧。将你的能量倾注到长板上，从而更进一步。


  当你在第二阶段勇攀高峰时，需要定期检查自己的进度，4大职业价值问题（学习、影响力、乐趣和奖励）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你还应该偶尔做一次我们在第5章大致罗列的职场盘点。你的职场燃料是增长了、减少了，还是保持不变？你的职业生态系统的状况如何，它正在健康扩展、创造更深层次的关系，还是渐渐凋零、停滞于原有的联系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你遇到过公司内部或外部的职业生涯发展机会吗？如果有，它们能指引你朝着自己的职业目标前进，还是会带你偏离目标？如果你让关键同事描述你的甜蜜区，他们会怎么说？你会如何描述自己的职场燃料，即你在职业生涯中拥有的正能量和动力呢？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初任管理者的建议1：时刻注意你的仪容、态度和举止。


    初任管理者的建议2：简洁地表达你的愿景，并且不停地重复。


    初任管理者的建议3：尽快选好团队成员。


    初任管理者的建议4：每一个有意义的商业问题最好能在较小的团队中解决。


    初任管理者的建议5：表现得像个被人信赖的解答者。


    初任管理者的建议6：你并不需要无所不知，而是应该多多找人咨询。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首席执行官的特质1：诚实，与公司的文化契合度。


    首席执行官的特质2：智力上的好奇和敏捷。


    首席执行官的特质3：有提升业务业绩的经验。


    首席执行官的特质4：真实、自我意识以及平衡。


    首席执行官的特质5：活力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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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优化长尾，发挥持续影响力


  
    有时，当我们自己的火焰熄灭，会有人用他们的火花将其重新点燃。每个人都应该对那些点燃我们内心之火的人满怀谢意。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

  


  职业生涯后期并不一定就得在压抑中被人遗忘，或在退休的那天遭遇突然打击。合理规划后的第三阶段持续的时间超乎想象，而且回报也相当丰厚，关键就在于主动对这一阶段进行永不懈怠的塑造。随波逐流并不能让你抵达想去的地方，将来世上会散落着满腹牢骚的职业生涯后期受害者，不要成为其中一员。


  50～85岁，崭新的机会时代


  很显然，人们的寿命正在延长，然而长寿带来的变化的速度和广度却令人难以置信。著名的人类学家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在2015年的TEDx演讲中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寿命增加了整整30年。正如贝特森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是让“老年时期”延长了，而是让我们在变老之前额外增加了一个生命阶段。


  对大部分人的生活而言，工作是满足感和幸福感的源泉。许多人认为，停止工作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即失去了身份、价值和贡献的感觉。贝特森将50～85岁的时期视为一个崭新的机会时代。我们正迎来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时代，许多处于这个阶段的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贝特森鼓励我们将自己视为来到这片新大陆的先驱者。这是一段充满“积极智慧”的年龄。《转变》（The Shift）和《100岁的人生策略》（The 100—Year Life）的作者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预言，职业生涯将会持续80年，其间将会发生多种多样的职业体验，以及持续一辈子的学习、行动和教育。不管从哪个标准衡量，职业生涯的后期阶段持续的时间都是非常长的。你准备好迎接可以持续15年、25年，甚至50年的第三阶段了吗？我们先请蒂姆·彭纳为我们提供一些灵感吧。


  试验，自愿接受挑战


  
    人才档案


    在有价值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蒂姆·彭纳　60岁


    职业：


    多家公司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高级顾问


    甜蜜区：


    商业战略和社区事业

  


  “我可不希望别人看到我的名字时，只会想到这是全国卖厕纸卖得最多的人。”蒂姆·彭纳开玩笑地说。蒂姆在宝洁公司工作了30多年，最后成为宝洁加拿大总裁。但是，自从以世界顶级快消品公司的领导者身份退休之后，他逐渐成为一个为社区筹集数亿美元资金的人，还参与了针对边缘青少年群体而建设的全新大型设施的集资活动。


  许多成功的高管退休后会感到无趣、失落，甚至沮丧。蒂姆·彭纳想要确保自己不会落于俗套。他将现在的退休生活主要投入到顾问的身份中，既有营利性组织，也有非营利性组织。他的营利性服务对象包括一家保险公司、一家零售商和一家咖啡公司。他的慈善工作则包括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担任主席，最近刚刚卸任，之后作为前任主席，他在董事会内仍然保持着活跃度。蒂姆还是一家儿童医院和一家医疗创新组织的志愿董事会成员。他对顾问工作的热爱并不亚于从前在宝洁公司的高管职位。


  蒂姆在离开商学院后立刻就加入了宝洁的品牌管理部门，因为“他们的提问更好”。在接下来的15年里，他一步步升职。37岁时，他想要接受更大的挑战，于是进入宝洁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总部，开始接手英国和美国的国际业务。之后，他又回归加拿大，风风火火地做了12年宝洁加拿大的总裁。我们会在第12章详细探讨他的这份跨越国界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身处第二阶段的高级管理人员，蒂姆努力在每周70个小时的工作和完整的家庭生活之间寻找平衡。对于自己的升职之路，蒂姆是这样评价的：“我从来没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你真的擅长某件事情，他们就会给你更多的责任和工作，而不是更少。公司要看到的不是顺从，而是业绩。要想让你的老板和公司取得成功，除了努力工作，别无他法。”


  蒂姆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成功转变并不仅仅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巧合，而是多年试验和规划的结果。“50岁出头的时候，我主要考虑的是‘接下来会如何’，”他说，“在告别了那样高强度的工作后，在剩下的30甚至40年的预期寿命内，我该怎么过呢？我意识到问题不在于离开某件事情，而是要被吸引到其他的事情和目标上。”由于对下一步并没有确切的想法，蒂姆开始试验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些与他在宝洁公司的职责都不相同。他试过在母校董事会担任志愿工作，但发现自己并不适应。他也加入过行业协会，虽然认识了一些不错的人，但并不能爱上这份工作。“我需要做许许多多的试验才能找到接下去的使命，”他回忆道，“就算是发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是有帮助的。”


  直到参与了多伦多联合之路（United Way of Toronto）的大型募款行动，为社区活动筹得了超过一亿美元善款时，蒂姆才找到了他的“菜”。大多伦多地区基督教青年会是联合之路赞助的组织之一。基督教青年会将蒂姆的两大最爱合并在了一起：孩子和运动。“这份工作堪称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他说，“我在宝洁学到了如何为你的想法争取支持和资金，以及如何为项目筹款的商业技能，在这里，它们都用得上。”在蒂姆看来，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真正能够培养技能和性格的“行动派”组织，为年轻人创造了许多机会。他开始积极践行董事会成员的职责，牵头他们的筹款工作。后来，55岁的他刚从宝洁正式退休，就成了大多伦多地区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会主席。


  有些人认为，从营利性职业生涯转移到非营利性生涯是一种走下坡路的表现。对此，蒂姆并不同意。“营利性世界中的人们经常觉得非营利性世界的人才能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后者赚的钱比较少，”他说，“我的经验表明，身处非营利性世界的人与营利性世界的人一样才华横溢，他们只不过选择了金钱报酬较少的职业生涯而已。”他说自己在非营利性世界中的体验是一次继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他们能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但我收获的比付出的更多。”


  回馈一直都是蒂姆领导风格的主要元素，这从同事对他的高度尊敬和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可以看出来。与那些严肃冷硬的高管不同，蒂姆是那种少有的离开时让整个团队流下热泪的领导者。由于注重帮助他人，不管对象是宝洁的同事，还是在志愿者工作中的服务对象，所以蒂姆在他的工作中创造了更多满足感，这令他成为一个更幸福、更善良的人。对他而言，退休让他有机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帮助他人之中，而这正是他乐意做的。“回馈的感觉很棒。我能帮助改善社区中不那么幸运的人的生活，这让我感到自豪。”


  蒂姆在第三阶段的转换做得比大多数人都好得多。他在进入第三阶段时进行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试验，尝试不同的角色来契合这个新的人生阶段和新的目标。蒂姆清点了从之前几个阶段继承下来的技能，找出那些在新的组织中依然有用的部分。他成功接受了这次重大的思维转换，即从“行动者”到“建议者”，而许多人都没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完成这一转变。如今，身处第三阶段、名义上已经退休的蒂姆虽然每周依然会在工作中投入至少35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大部分都属于社区和非营利性事业。他将自己能够保持活力的原因归功于有意义的工作和每日的健身锻炼。蒂姆对成长和学习保持着一种健康的观念：“重要的不是管理你的职业生涯，而是管理你的学习曲线。你要让自己的学习曲线陡峭，要勇敢面对困难的问题，并自愿接受挑战。”


  创业，开辟全新疆域


  对蒂姆·彭纳而言，非营利性事业已经成为他职业生涯后期的支柱，而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这根支柱名叫创业。(16)在美国去年所有的新公司中，有超过25%都是由年过半百的人创立的，而在2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5%。创业可以为第三阶段的人开辟一片充满机会的全新领域。尽管风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回报也可能非常丰厚。下面让我们认识一下休·派珀（Sue Piper）。


  
    人才档案


    从400 000人的公司到1个人的公司


    休·派珀　50多岁


    职业：


    纽约丝绸之路精品店


    （Silk Road Boutique）的创始人兼总裁


    甜蜜区：


    适应和演变

  


  从印度旅游回到纽约后，休·派珀因为在这段经历中备受鼓舞，所以很快就创立了一家新公司，专门销售来自东方的纺织品。虽然有许多人都在出国旅游时萌生了下一个创业想法，但并没有多少人会在已经退休的时候选择跳入一个全新的行业。


  休毕业于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是这所曾经的女子大学的第一批男女同校生。“计算机科学当时才刚刚成形，而我又不觉得自己的性格或脾气适合做销售，于是就选择了心理学。”


  在意识到毕业后在欧文信托公司（Irving Trust Company）的第一份工作与自己的期望不符合之后，她加入了IBM。“我讨厌上下班，也讨厌那份工作，于是在坚持了一两个月后就辞职了，”她回忆道，“我加入IBM时是从普通的初级实习生做起的，在多年的时间里流转过各种人力资源职位。这似乎与我的学位很契合。”


  她很喜欢在IBM工作时面对的挑战，并利用了他们提供的所有职业发展计划，不断改进自己的技能集合。“IBM有着培养员工成长的传统，并且坚持至今。我参加过一些超棒的培训项目，让我能发展新的技能集合，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她说，当时的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在同一家公司停留30年之久，“结果就这么产生了。”


  在IBM的经历并不总是美好的。这家雇用了40多万人的公司遭遇了几次重大的变故。“我在80年代的IBM里经历过一些困难的时期，”她回忆道，“当时发生了第一次合并，随后又是解体。有许多人被裁员，工厂也关门了。尽管公司幸存下来并得以继续兴盛发展下去，但在这儿工作的30年里，我感觉是在给三家不同的公司干活儿，它每过10年都会大变样。”


  快要结束在IBM的第三个10年时，她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的投入度已经大不如前，于是做了离开的决定。“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固化，而这很可能也是我决定离开的部分原因，不过我还是坚持到了30周年那个关键点才走，”她说，“因为这时我就肯定能拿到退休金了。”休并不想完全停止工作，于是就开始做些自由职业的项目和咨询服务，让自己能多工作几年。


  在52岁的时候，她受邀陪同一位当地同事赴印度旅游。就在这次旅途中，她见到了色彩斑斓的织锦、纺织品和艺术品，她和即将成为商业合作伙伴的珍妮特（Janet）发现了对它们的共同热爱。休找到了一个将这些商品带回西方的机会。


  回国后，这两位女士就决定招兵买马，开设一家名叫东印度设计（East India Design）的零售商店，可是，她们过去都没有什么零售业经验。一开始，她们寄希望于那些想要为客户制作独一无二的高端作品的室内设计师。她们在当地商业区的外围找到了一处小门面。商店在2008年年初开张，不巧赶上了如今人尽皆知的经济衰退。


  她们的商业模式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奏效，门店位置也不能带来足够多的客流。“我在IBM的经验教会了我，如果某件事情行不通，那么就应该试试别的。”休解释说。她们又试验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举办酒会和奶酪派对来吸引顾客到店访问、邮寄广告、发放优惠券，以及采用Shoptiques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她们决定改变门店位置、调整目标群体、转换营销方式，甚至把名字都改了。她们推出了焕然一新的丝绸之路品牌，向更广大的群体提供价格较低的商品。


  由于计划在婚后搬家，珍妮特打算离开这家创业公司。对休而言，两人合作关系的解体影响了整间商店的未来。“我当真觉得完了，”她承认，“我不知道接下去该做什么，我们已经投入了这么多金钱和时间。这真的很难。”这对休而言将成为一个决定性时刻，她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投身于这一项目。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做好离开的准备，于是选择冒险，申请了银行贷款来帮助自己独立经营这家店。


  “我下定决心，要在这家店里投入双倍的力量，”休说，“我见过太多撒手不管的商店老板了。我很幸运，一直有许多才华出众的女士与我合作。”虽然她觉得要是在决定创业之前能多些零售业的经验就好了，但也意识到在IBM的经验还是有帮助的。“保持灵活、创新，跳出思维定式，并且尽量使用互联网思维，这些都是我在做人力资源时学到的，”她解释道，“回想我学到的一切，以及在这个光杆司令的小企业里的经验教训，我发现有些培训和练习直到现在都在发挥作用。”休不断试验、尝试不同的营销方法和销售渠道，还主动找零售行业内外的专家寻求建议。


  如今，丝绸之路的顾客正在不断增加，还在她的家乡被授予了“最佳家居用品和礼品零售商”的称号。虽然利润在稳步上升，但休获得的回报并不只是来自金钱。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当地社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里，青少年购买母亲节的礼物，客人购买送给女主人的礼物，就连当地的新娘注册机构也来此购买准新娘聚会使用的礼物。丝绸之路雇用学生做兼职，并成为妇女回归职场的跳板。就连当地的宠物也受到丝绸之路的欢迎。休攻克了创业的艰难，把公司开到了第8个年头。虽然有着诸多挑战，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创业者需要对自己的事业保有热情，”她的建议是，“否则就太困难了。如果不能全身心投入，他们就无法成功。”


  你将如何投资你自己


  已经退休或正在考虑退休的朋友和同事总是来问我：“我该怎么度过每一天呢？”从第6章的个人时间档案评估来看，这其实是一个策略性问题。


  大约4年前的一天，我那优秀而有创造力的同事简·莱特（Jan Leth）到我的办公室来讨论“他的未来规划”。他将一张简略的饼图放在桌上：


  
    	钓鱼：32%；


    	绘画：17%；


    	皮划艇：20%；


    	园艺：21%；


    	担任布赖恩的顾问：最多10%。

  


  在将近40年的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之后，简通过这种方法告诉我，他准备在6个月内搬到缅因州，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尽管我很高兴他还将一小部分才能留给了我，不过这样的人生和职业生涯新阶段的时间分配实在是大胆之举。我承认，这份计划有目标、有想法，也有很强的能动性。简在这4年时间里大致都遵循着这张时间表，不过那10%的部分偶尔也会超标，但绝对不会发生在钓鱼时节。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预先计划好退休后的时间分配。退休真的是熄火关灯的时候吗？有些人跟我聊起退休后的新时间表，大致是这样的：


  
    	工作：0%；


    	社区：0%；


    	孙辈：10%；


    	高尔夫：90%。

  


  虽然我也是高尔夫爱好者，但除非你能成为职业高尔夫巡回赛的风云人物，否则这就不能成为专职的副业。有些人日思夜想着过上悠闲的生活，打打高尔夫，在海滩散散步，但大部分人并非如此。如果要在退休那天突然停下脚步，其实是一件恐怖的事情，而且事实证明，这可能也是不健康的。我的一个朋友与我分享了一位帮人们做预退休咨询的临床医学家的话：“如果你坐在一辆时速110公里的车上，一旦突然停下来，你就会冲破挡风玻璃飞出去。职业生涯和人生也是如此。”


  64岁的健身爱好者、零售企业资深管理人员吉姆·邦恩（Jim Bunn）虽然感觉身体健康，却为职业生涯的未来发愁：“我该就此功成身退，还是再闯出一番事业呢？”他起步于零售行业，后来成为时装、化妆品和香水行业的高管，度过了漫长而多变的职业生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之一是，统领CK在美洲价值5亿美元的业务。当卡尔文（Calvin Klein）将公司卖掉时，吉姆进入了咨询行业，随后围绕着自己在时尚和零售方面的甜蜜区，在一系列创业公司工作过。吉姆最后一份在公司的工作是一家皮箱公司的全球首席营销官，但这家公司严重错估了自己在全球范围的愿景和财务预测。吉姆失业的时候对于下一步毫无概念。他和妻子杰姬（Jackie）卖掉了房子，经历了一段典型的迷茫阶段。吉姆应该再找一家公司工作，或加入别的创业公司，还是在工作了40多年后，就此退休呢？故事的结局是，吉姆找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瑰宝，在自己家的社区中开启了新的篇章。现在，吉姆是纽约城外的文科院校康科迪亚学院（Concordia College）“组织发展”部门（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的副主席，该校约有3000名学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35个国家。


  在接受这份工作之前，吉姆担心非营利性教育事业并不适合他。他也不想只是试试水或抱着随随便便的态度，将这份工作当成一个避难所。吉姆的孩子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说：“这完全适合爸爸。你只要去做就行了。”吉姆认真地将这份工作当作一个新的篇章来看，发现这条道路说不定可以延续到70岁。吉姆说，这份新工作需要运用他积累至今的所有重要的职业经验：零售商、品牌营销人、跨国工作者、首席执行官和主日学校的老师。吉姆用前几个月了解了这份工作的使命和目标，不断提出问题，例如：人们为什么在这里工作？学生为什么来这里？人们为什么应该给我们捐款，支持我们的事业？吉姆说，在得到真正的答案之前，他是不会离开的。他之前的人生篇章以失败告终，而那些出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他绝不能让失败成为职业生涯最后的遗产。就像吉姆宣布的那样：“我会退休，但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退休，带着贡献感和一张笑脸离开，而不是因为某个高管把全球预测搞错了。”


  管理学习曲线，在一切还没失效前行动


  表10-1是从研究中得出的人们退休的原因。比较年轻的人群（21～35岁）大都倾向于认为，这取决于积累的财富是否达到了“临界值”。到了55岁，对退休原因的倾向就分布得比较平衡了，金钱的决定性降低，健康原因开始显露出来。


  
  表10-1　决定退休时间的最重要因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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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的经验，有一些事件很容易导致人们开始认真地考虑退休计划。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创伤事件，例如健康问题或至亲的离世；有些人是被雇主通知退休或被动地接受退休安排；有些人是到达了退休年龄；有些人天天无所事事等着下班，终于忍受不下去了；有的人将退休计划当作人生中一个健康而有意义的部分。我听过的最有用的建议是，停车熄火一定要慎重再慎重。但似乎只有少数人能够把这一点真正做好。对大多数人而言，能减速就最好只减速，不要完全停下来。这条建议还有后半句：“下车的时候音乐不能停。”也就是说，要在你过去这些年建立起来的乐趣和声誉还没失效之前行动。


  你会如何步入第三阶段呢？你会成为受害者，还是成为具备明确目标、积极智慧的代表人物？在退休那一刻到来之前，就要开始好好想一想了。制订一份计划，将专业能力和精通技能的火炬传递给下一代。正如高盛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劳伊德·布莱克芬（Lloyd Blankfein）最近说的：“人们理应担当下一代人的导师。你并不比他们更聪明，而是更老迈。他们并不是比你更呆滞或没有价值，他们只不过比较年轻。年轻人有权利让自己的问题得到解答。”做好在有意义的工作上面临竞争的准备，即使你愿意无偿工作，也并不意味着你有什么绝对优势。虽然我很喜欢“积极智慧”这一概念，不过对那些想要在第三阶段有所发展的人而言，责任才是基础。首先，你需要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建立起强有力的专业性和精通技能。人们咨询你的意见时想听的不只是过去的情况，他们想要真正有深度的东西。其次，他们希望听到与现在和未来有关的东西。“积极智慧”的一部分涵义就是保持关联性。


  71岁的苏铭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通信公司WPP集团，在全球拥有超过190 000名员工。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据说每天回复的电子邮件数量多达数百封，而且几乎都是在收到信件的30分钟之内完成的。面对如爆裂般快速变化的数字技术世界，苏铭天爵士对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了然于心。他究竟是如何保持关联性的呢？他的策略就是每天与客户、其他首席执行官和后起之秀聊天。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举行了名为WPP Stream的系列国际会议，汇聚了来自全世界的技术领袖，共同分享和辩论最新的话题。


  我认为，保持关联性对于处于职业生涯后期的人来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你每天是如何让自己的技能和身处的环境与时俱进的呢？在这个方面，我有过自己的经验教训。


  我选择的广告和市场营销领域是一个竞争残酷的世界。行业内部，竞争局势非常紧张，而且年轻人占据着主导。在我专长的数字市场营销领域，年轻这一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在过去的10年里，我时常是会议室里唯一的灰发人。本来，我很可能早在几年前就被人遗忘或认输退出了，但是，我尝试着保持与行业的关联性。我埋头研究那些新兴的话题，例如移动商务和营销自动化。当我觉得自己积累了足够多的素材时，就写文章、做讲座。我主动寻求反向导师，每周至少会为公司里的明日之星团队提供两次咨询服务，一方面我向他们提供建议，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寻求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我运用领英和“一万杯咖啡”这样的导师平台来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倾听年轻人在行业热点上的声音。如果你正在跨入或已经处于第三阶段，那么有什么保持学习和关联性的计划吗？


  第三阶段并不一定就是令人受挫的，它完全可以精彩非凡，就看你愿不愿意培养一系列有益的可迁移技能，在退休之前为自己的下一个阶段铺平道路了。客观清晰地认清你的长板和爱好，在找到新的如意之选之前保持学习和试验的意愿，重新确定自己的期望，成为“积极智慧经济”的一员。尽管薪水可能比不上全盛时期的水准，但这些美好的职业生涯篇章会为你带来其他强有力的回报：掌声、敬意、个人成就感和改变世界的满足感。在传递火炬并点燃新的火焰时享受这深深的喜悦吧。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合理规划第三阶段的建议1：试验，自愿接受挑战。


    合理规划第三阶段的建议2：创业，开辟全新疆域。


    合理规划第三阶段的建议3：管理学习曲线，保持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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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做好职场父母


  为人父母是人生大事，可能发生在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甚至是第三阶段。然而，在多年的争论和改革后，许多职场人依然担忧为人父母会对职业生涯带来负面影响。雇主将为人父母视为工作不够卖力的信号，这样的情况太多了。这个问题如今不只影响女性，还影响男性。对公司而言，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它们面临着合适人才的极度稀缺。如果我们对大批的人才都视而不见或不能重用的话，又如何继续为这个世界需要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呢？


  职业生涯和为人父母的冲突


  珍妮特·凯斯汀（Janet Kestin）和南希·冯克（Nancy Vonk）是母亲、作家，还是在广告公司创意总监职位上取得成功的高管，而这个职位常被认为要求高且难以长期留住人才。虽然广告行业的半数员工都是女性，但是只有大约5%的创意总监是女性。南希和珍妮特都是从广告公司底层做起的，后来共同担任奥美集团在多伦多的创意总监一职。她们成了行业内部收入最高的创意合伙人之一，还带着团队夺得了戛纳国际创意节（Cannes Lion advertising festival）的多项全场大奖。现在，珍妮特和南希经营着一家名为“旋转”（Swim）的创意咨询公司，专职培养下一代的领导力和创造力。两人已经出版了两本畅销书《选择我》（Pick Me）和《两者不可兼得》（Darling, You Can't Do Both），后者讨论的就是为人母和职业生涯的冲突。


  对珍妮特和南希而言，这段旅程并不轻松。就像南希说的那样：“多年以来，职业女性都得不到关于如何兼顾孩子和工作的建议。女性害怕生孩子，尤其是在职业生涯早期，她们一定要等职业生涯稳定下来才愿意行动。每个人都在担心，可是没有人知道答案。拥有孩子在职场上就等于不够卖力。男人们会认为你已经退出了‘向上’的电梯，而且许多女性也同样轻视妈妈们的能力。”


  珍妮特补充道：“对许多人而言，职业生涯和为人母之间存在一个你死我活的选择。追求高绩效的企业文化似乎要求你无时无刻不全力投入，而人们又普遍认为孩子会让你分心，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我在刚开始职业生涯时就生了一个儿子，而据我所知，成为母亲后我把工作做得更好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也想像女性那样与他们的孩子培养亲密的关系，每个人都应该想想：‘为什么有没有孩子会成为评判人们工作能力的因素呢？’”


  珍妮特和南希对于未来非常乐观。她们援引北欧地区的先进政策，认为既然现在的男性开始想办法在孩子和家庭身上花更多的时间，那么变革一定会到来。正如珍妮特所指出的那样：“幸福工作的父母会培养出幸福的孩子，这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相较于广告创意总监，对家庭生活影响更大的职业没有几个了，其中之一便是羽翼未丰的创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米莱娜·贝里（Milena Berry）和保罗·贝里（Paul Berry）共同经营着一家成功的创业公司，并抚养了三个孩子。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米莱娜从故乡保加利亚来到纽约的时机非常微妙，当时距离“9·11”事件的爆发只有一周的时间。尽管在艺术方面并非科班出身，但她凭着过硬的专业素质进入了纽约大学久负盛名的互动电信项目（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并师从传奇教师、“硅巷教母”（godmother of Silicon Alley）雷德·伯恩斯（Red Burns）。用米莱娜的话来说，雷德教会了她“拥抱改变、永不惧怕未来，以及跟随灵感行动”。


  米莱娜在技术领域工作了7年时间，成为一位拥有三个孩子的全职首席技术官。她感觉这份工作颇具挑战性。有一次，米莱娜接到了一通朋友打来的十万火急的电话。“快要发车了，你人呢？”米莱娜这才发现自己完全忘记了学校的郊游。米莱娜在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感到极度痛苦，这种负担在她的女儿伊娃（Eva，当时6岁）提出一个问题时到达了顶点：“妈咪，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工作，但还要继续做下去呢？”


  对米莱娜而言，工作的乐趣正在褪色，已无法补偿她的痛苦。米莱娜和一个朋友决定建立一家名叫“放飞生活”（PowerToFly）的新公司，这是一个专业的女性网络平台，帮助技术界的女性找到能够远程办公的工作。“想象一下，如果你让女性都得到工作，这个社会能得到多大的发展，”她说，“我非常想让公司发展壮大，找到更多的人才。”


  许多企业文化都提倡较长的工作时间，而需要照顾孩子的女性很难持续做到这一点，这也常常导致她们错过升职、加薪或职业提升的培训项目。许多被迫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的女性为了给家庭留出更多的时间而放弃了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而米莱娜认为这样的决定对她们而言是不公平的。她想要建立一家公司，让女性能找到好的工作机会，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令人满意的平衡。“全美的女性都面临着兼顾抚养孩子和全职工作的挑战，这不只发生在大城市，”米莱娜解释道，“如果你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村，问题可能完全就是缺少谋生机会了。”


  远程办公提供了一种方案，在处理好地理上的距离与工作和生活的灵活切换的同时，让女性继续投身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放飞生活”公司摒弃了与“面对面”文化相关的传统办公方式，提倡更灵活的方法，看重产出和业绩，而非在办公室里待的时间。“我是远程办公的大力支持者。那些人才都是因为想要这样的工作才来找我们的，而在我看来，这就是你实现工作和生活平衡的途径。”她解释说。“放飞生活”公司在有才能的女性与愿意让员工远程办公的技术公司之间牵线搭桥。尽管这并不适合所有人，但还是激活了很大一批人才。


  米莱娜的丈夫保罗·贝里是面向分布式网络内容的出版平台“叛逆小鼠”（Rebel Mouse）的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新兴工作方式的大力支持者。“我从不记别人的工时，”他说，“你不可能假装在工作日的每个小时里都专注地工作。有的时候，你会掉线。碰到这种情况，不如就回家或散散步。你工作的时间有多久或总共用了多少个工时并不是最关键的。”保罗积极地向面对面的会议发起挑战。他在工作中与员工的会议几乎都是边走边聊完成的。他发现这样更有效率，也更提神。他特别中意干脆而确定的电子邮件：“我喜欢能下决定的企业文化。这场会议真的有必要吗？在需要开和开了更好之间是有区别的。”


  米莱娜和保罗知道，紧张的全职工作和繁忙的家庭生活会扰乱他们的步伐。压力是会传染的。保罗说：“压力很大的父母会把它传递给孩子。面对一份像经营创业公司这样劳心费力的工作，大起大落的经历实在太多了。”这就是贝里夫妇为家庭时间划出明确界限，从而为生活留出一点空间和平静的原因之一。在晚上6—9点，他们一门心思扑在孩子身上，拒绝一切工作电话或电子邮件。这家人每天晚上都有一小时的时间专门用来一起读书。尽管父母双方都身处技术行业，但贝里家的孩子们却几乎不碰数码产品。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电视。虽然在读书时可以用Kindle，但当贝里一家出门时，他们更喜欢用纸和蜡笔消磨时间，而不是iPad。


  职业生涯与为人父母的共存之道


  珍妮特、南希、米莱娜和保罗都想方设法让为人父母和职业生涯和平共处。我总结了一下他们的集体智慧。


  1．不要让职业生涯和为人父母成为非此即彼的选项。不要因为觉得肯定会危害职业生涯而害怕生孩子。那些两头兼顾的成功人士已经指出了越来越多的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办法。即使为人父母意味着你要暂时退出全职工作的行列，也还有回归的机会。


  2．找到一个热爱家庭的雇主。这样的老板可不少。不同的行业和雇主在灵活度和宜人度方面千差万别。你可以问问内部人士，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也可以查询一下“在职父母最佳去处”榜单。奥美集团最近刚在北美地区宣布了改进后的产假政策：


  员工结束产假回到工作岗位上时会有很大的压力，需要做出许多生活方式上的调整和决定。我们希望让大家通过过渡假期来更容易地回到工作环境中，从而帮助你和你的经理应对家庭生活的新责任和目前工作上的职责。过渡假期允许主要监护人按照兼职的形式回归工作，每周最少工作20个小时，最多持续12周。在这段过渡期，你的薪水将得到相应的调整。你需要在回归工作之前尽快与经理商定日程安排，确保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都能及时完成。


  像这样的政策看起来明智而公正。


  你可能还会发现，某些国家更加尊重职场父母。


  北欧地区现在已经向妈妈和爸爸们开放产假了。目前，为了更平稳地过渡，一部分产假会被专门用于让准备离职的父母和打算接班、尚不熟练的员工完成有序的工作交接。这样的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人父母现已成为职场生活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而不是令雇主和同事感到头疼的麻烦。


  有些行业和岗位存在明确的结构性障碍，例如持续的出差和长期不可预料的紧急工作，它们让为人父母变成了一项极度困难的挑战。还有的岗位根本就不允许在职人员养育孩子。正如一位在职妈妈指出的那样：“你做梦都不可能让这些限制消失。”


  即使你的行业、雇主或国家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包容，但你还是需要一些能主动支持你的同事。珍妮特和南希这对工作伙伴可以依赖彼此，分担具体的任务或合力度过艰难的时刻。她们并不是共享一个职位，而是各自都有重要的职责。不过，相互扶持让她们渡过了许多潜在的危机。在关键时刻，谁会支持你呢？


  3．如果没有后方的恰当支持，你就无法生存。专家们都说，如果在大后方没有有效的支援体系，你是成不了大事的。支援体系的选择是个见仁见智的决定，支持可以来自配偶、伙伴、家庭成员、托儿所、保姆或各种选择的组合。米莱娜·贝里表示，即便尝试在家里远程办公，你也需要别人的支持，才能度过一些关键时刻，例如早晨和放学的时间。一位管理着20 000人规模的公司的在职妈妈称：“你的保姆可能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员工了，向他付多少钱、说多少次感谢都不为过。如果后院起火，你的工作就一定会受到影响。”


  4．设立现实的期望和严格的界限。别在开始就为自己预设失败和不幸。将自己逼成一匹在任何时间、任何期限内都能完成任何工作的“驮马”或许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定位。永不拒绝可能最终会招致灾难，你需要掌握“有条件地接受”的技能。你要清楚地表现出你有能力、有热情，也愿意为团队的成功而付出。虽然凡事好商量，但你也要有底线。


  我曾经在联合国参加过一场令人惊奇的活动，当时是为了表彰我的老板夏兰泽（Shelly Lazarus）。夏兰泽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国际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成员、振奋人心的演讲者和行业领袖。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场活动就是为了授予她“年度在职妈妈”（Working Mothing of the Year）的称号。


  这样的活动很容易发展成陈词滥调，一开始滔滔不绝地陈述她惊人的职业成就，再抛出一些与家庭生活有关的信息。不过，为夏兰泽颁奖的人做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他宣读了对她的业绩评价，而评定人是她的孩子。这份报告透彻、坦率、尖锐。每个孩子，也就是特德（Fed）、山姆（Sam）和本（Ben），都对她作为行业领袖和母亲的表现表示了肯定。随着他们渐渐懂事，了解了妈妈白天的工作，就更加惊讶于她能够设定严格的界限，让自己可以把时间留给他们，不管是简单的家庭晚餐，还是一些重大的关键时刻。


  我非常清楚有些界限坚守起来有多困难。当夏兰泽成为美国运通公司在奥美的全球业务的领导者时，大家对她的期望都很高。她深受爱戴，而且经常被客户视为绝对不可或缺的人物。当美国运通邀请她参加一场为期一天的5年计划会议时，她的回答是要到下午一点才能到场，因为她已经跟其中一个孩子约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愿意做些额外的事前准备，有必要的话可以在晚上多留一会儿。在下午一点，夏兰泽在一些与会者惊奇的目光中准时走入了会议室。夏兰泽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我在这间会议室里缺席了几个小时，没人会真的想念我。但我不能在学校开放日上放我儿子的鸽子。”夏兰泽还说：“你不可能永远都陪着他们。为了工作，你可能要连续几天离开孩子。你要让他们放心，知道他们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不是时间，而是感觉。”


  夏兰泽认为划清界限并不意味着需要将家庭和工作完全分离。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夏兰泽的孩子们就加入了关于工作的讨论。夏兰泽会分享一些工作中的事情，偶尔也会带他们去参观办公室或出差。有一次，夏兰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差一点就完全无法分开了。在第一次见到夏兰泽时，我还是奥美加拿大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我们合作争取美国运通新的运显卡（Optima Card）的全球业务。夏兰泽当时已经有8个半月的身孕了。在激烈的谈判中，她放狠话承诺客户，如果奥美能赢得这笔生意，就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运显。我们后来没能拿下这笔单子，而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她的孩子现在叫本，而不是运显。


  最善于划定界限的人都能清晰地指出，哪里有余地，哪里又有阻力。“是的，这是个很不错的任务，我可以在周二、周三或周五完成，但不能是周六中午。”如果说重点是避开“无条件地接受”的话，那么“无解释地拒绝”也是万万不可的。当职场父母对任务、工作或晋升说不时，别人就会以为他们不够灵活，而且已经不思进取了。你需要明确地化解这些误解。我认识一位女性高管，她得到了一次很大的晋升机会，但是知道自己当时无法让新的职位与家庭保持平衡。她并没有直接说不，而是说：


  我觉得这是一份很棒的工作，而且我能把它做得非常好。但是在当下这个时刻，在家庭生活中的投入对我而言极其重要，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按照期望的状态执掌这份工作。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对于现在这份职业依然很认真，也希望在今后的时光里找到更多表现的舞台。


  在我看来，这是管理期望的一个妙招，而且让她做出了符合40年职业生涯长度的明智决定：这是一次暂时的有意义的暂停，而不是终结职业生涯的行动。这名女性高管现在已经成为那家公司的总裁，管理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部门。


  5．管理你的时间和精力。珍妮特·凯斯汀说，边工作边当父母是磨炼时间管理技能的终极方法。“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接受或寻求帮助是一种弱者的表现。但后来我发现求助和托付是一门生存技能。做事不能盲目。在早上9点半带着一颗清醒的头脑上班可能比在9点压力重重、昏昏沉沉地出现更好。重要的不是时间，而是结果。”在谈到生产力时，米莱娜·贝里提出了“三宝”的概念：“你需要做对三件事情：睡眠、饮食和锻炼，这样才能管理好压力，过好生活。这是三件别人无法帮你完成的事情，你必须为自己做好这些事，因为它们是支撑你前进的动力。”米莱娜的工作离不开这三宝，她宁可牺牲工作的时间，也要保证工作的质量。


  “回归生”项目


  有时候，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为人父母可能还是会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完全脱离工作环境。由于你今后还有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所以不能在这里就戛然而止。然而，数以千计的职场人，尤其是女性，发现回归职业轨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社会已经让这种转变变得比较困难了，由此导致了数百万高技术人才再也没能回归职场。但希望还是有的，让我们认识一下劳拉·哈里森（Laura Harrison）。


  
    人才档案


    许多雇主都招实习生，那为什么不招“回归生”呢


    劳拉·哈里森　近50岁


    职业：


    技术服务公司的项目经理，


    三个孩子的母亲


    甜蜜区：


    懂得如何卷土重来

  


  在为IBM和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这样的技术巨头工作了将近20年后，劳拉·哈里森清楚地记得决定退出全职工作的那一刻。


  “那是凌晨4点，我18个月大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哮喘，在婴儿床上吐得一塌糊涂。我安抚了他，让他和两个姐姐一起在我身边睡下了。我丈夫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因此我想第二天是没办法去上班了。我就问自己：‘我这是在搞什么啊？’于是当即就写了一封辞职信。”几天后，劳拉就正式辞职，告别全职工作，专心扑在了家庭上。


  几年后，劳拉开始做些志愿者工作，还试着做了几次代课教师。她在另一家技术公司短暂地做了一段时间，后来碰上了与许多婴儿潮一代人一样的困难：同时照顾孩子和年迈父母的三明治世代效应。“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发现自己想要回到某种全职事业中。但是要怎么做，去哪里呢？我担心自己的技能已经生锈了，而且害怕我在技术领域学到的许多东西都已经过时了。技术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敏捷方法’，而我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瀑布方法’。虽然我懂些技术，但该如何学习新的工具，并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呢？


  “我从一个在技术服务公司‘回归之路’（Return Path）工作的朋友那里听说了‘回归生’。它的概念就是让有经验的经理在脱离工作环境一段时间后，有机会重新开启在技术界的职业生涯。”


  劳拉报了名，成为赢得“回归生”机会的6名女性之一。这项计划会将新的“回归生”与公司里需要有经验的人才并愿意花时间进行培养和发展的经理组成一个团队。首先是为期8周的技术技能培训课程。劳拉指出：“虽然我拥有一些不错的技能，例如时间管理和同时执行多个项目的能力，但对许多千禧一代习以为常的技术却并不熟悉。”除了功能性技术培训，这张课程表还补充了支持性软技能，例如领导力、团队合作和协同作业。在“回归生”的课堂上，既有来自人力资源部门的集体培训，也经常有跟各自的老板一对一的对话。她们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之一就是这6名“回归生”自己。就像劳拉所描述的那样：“公司的厨房成了我们的避风港，这是个与志同道合的人交谈的安全屋。我们可以敞开交流，包括在应对工作平衡上遇见的难题。”在20周的项目结束时，第一批的6名候选人中有5位得到了“回归之路”的全职或合同工作。这一项目目前已经开启到第5轮，规模正在迅速扩大，最近的一批学员包括来自6个地区的将近40名参与者。


  “回归之路”的“回归生”项目是由其首席技术官安迪·索廷（Andy Sautins）提出的，后来很快就得到了首席执行官马特·布隆伯格（Matt Blumberg）的欢迎。马特创立“回归之路”公司的原因非常简单。有些创业公司是以“股东优先”的方法设计，目的是让投资的经济回报最大化；还有的公司则建立在更开明的“顾客优先”的方法之上，认为这样会创造更持久的价值。马特的方法与众不同，他特意选择追求“人才优先”的方法，并坚信顾客和股东回报都会随之而来。“我的交易很简单，”马特说，“我为员工提供自由和灵活度，换取良好的业绩和责任感。”到目前为止，这一招的效果非常好。他的公司现在已经在纽约、科罗拉多，以及全世界其他11个地区拥有了500多名员工。


  在这样一家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员工素质和士气的公司里，马特时时刻刻在寻找丰富的新兴人才库，让公司继续成长。其中一个极其诱人的人才来源便是曾经为了生孩子而退出职场的职业女性。马特说，早期的成果已颇为显著。“我们的公司连接上了一个利用率很低的现象级人才库。回归的员工工作能力强，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也很高。”马特目前正在将这家创业公司扩张成名为“前进之路”（PathForward）的501c3慈善基金会(18)，让其他公司也能更容易地参与到这种课程和学习中来。


  劳拉很感谢“回归之路”公司设立了她报名参加的这个初始项目。“我热爱技术，也擅长此道，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回去。‘回归之路’提供了相应的课程和文化。在公司厨房里认识的那些人，真的就像家人一样。”她说，“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很乐观。我热爱工作，想要在将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做些事情。”


  成功回归的4个关键


  我见证过许多成功和不成功的回归。在我看来，这其中有4项关键要素。


  1．重新包装你的技能。如果你的技能过时了或派不上用场了，那么你就需要做些准备。或许你可以幸运地加入像“回归之路”的“回归生”那样的培训项目。你也可以找其他方法，让自己的技能年轻化、现代化，例如：在成人学校、大学、研究生院、在线课程或像“会员大会”（General Assembly）这样的新兴信息来源那里上课；做些志愿者项目；与业内人士，而不是你最熟悉的那些老手交谈；与年轻人建立双向导师或技能交换的关系，“如果你教我这个的话，我就教你那个”；迎接挑战；设立短期目标，比如“在30天内学会如何给自己建个简单的网站”。从一些简单的方面做起，在小小的成功中重新建立前进的动力。


  2．重新组织你的经验。尽管你拥有许多很好的经验，但如果过了很长时间才回归职场，你对这些经验的理解往往就会变得陈旧过时或不合时宜。我碰到过几个有目标的“回归生”，他们在整场面试中一直在列人名或说一些陈年的英勇事迹。他们高谈阔论着过去，提到未来的时候只表现出轻蔑（“这个疯狂的电子玩意儿”）或说自己并不了解。雇主怎么可能将珍贵的钞票拿来雇用这样的候选人呢？你必须重新组织自己知道的东西，并将其与现在和未来客观地联系起来。研究一下你想要重新进入的行业的未来愿景，订阅一些潮流的行业出版物和博客，将你的技能、智慧和经验与雇主的情况及他们的目标适当地加以结合。只有当你的过去能够帮助潜在雇主取得成功时，它才有意义。他们才不想要听你和朋友在1997年发明了互联网之类的光辉岁月。所以，请告诉他们你知道什么，以及能做什么来帮助他们取得今天以及接下去几年的成功。


  因此，做好功课，了解这个行业；看看首席执行官的演讲；了解行业分析师的观点；阅读每家上市公司都会在网上公布的财务年报。就算不是金融高手，这样做了之后，你就能看懂这家公司是如何看待自身和未来发展的了。


  在寻求回归时，使用的语言是很重要的。过去被称为X的东西现在很可能叫Y。很多时候，尽管原理一致，但如果你用错了语言，给人的感觉就会很糟糕。去年，我与一个试图回归市场营销领域且才华横溢的女性聊了一次。2005年的词语（直销、数字媒体、网站、定点电视广告）早就已经被全新的词语（效果营销、程序化媒体购买、分布式社交平台、移动视频内容等）取代了，她每一次开口都让我更不想雇用她。她需要好好地参加一门课程，更新一下目标领域的语言。如果做了功课并与几个对新世界也很熟悉的资深人士交流过，她就能将自己的经验转换、更新成现代语言了，雇主也就会视其为聪明的贡献者，而不是从前的极客了。


  在更新了行业与公司的相关知识和语言之后，就该确定你与它们的契合点了。将这些东西写下来，稍加修饰并辅以佐证，将其打磨成一段两分钟的简短介绍，并事先排练好。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自己。我通过_____年的工作经验，成为在_____和_____方面的世界级专家（提供一两条引人注目的证据）。我因为_____的原因离开职场X年。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_____。我做了大量功课，以此来了解你们的行业和公司的未来。结果令我感到非常激动，因为_____。我想成为其中一员，我觉得我能为你们的成功带来_____和_____。


  如果听到这种介绍，我可能就会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至少我会想要再听听他们的想法，并给他们一个机会。


  3．重新连接职业生态系统。如果你已经离开职场好几年时间了，那么我敢保证，你的职业生态系统需要好好地翻修一下，毕竟只拿出一些前同事和已经退休的高管的名字并没有什么用。你需要将职业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元素都审视一遍，参见第5章，即你的联系人、专家团、关键同事和支持者。到领英、Facebook和其他任何能让你接近那些目标行业相关人士的社交网站上看一看；重新在校友会中活跃起来，加入行业团体，计划数十次，最好是数百次地请人共进咖啡。


  4．重新建立你的自信。成功的“回归生”无不提到重建自信的必要性。正如一位在职母亲开玩笑时说的那样，在花了10年时间与智商只有两位数的孩子说话之后，自信心怎么可能不降低呢。这样的意见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后来我就发明了一个叫作“费瑟斯通豪家庭智商守恒定律”的玩笑性数学假说，这个假说是这样的。


  两个拥有完全正常智商的成年人开始谈恋爱，并住在了一起，他们俩的智商组合成了家庭智商。不幸的是，我的数学假说认为，家庭的总智商是恒定的，而不管家庭内部有多少人。所以，当孩子出生并成长得越来越聪明，他们就会从“恒定”的家庭智商中吸取更多的量。父母就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愚蠢。随着孩子的年龄和数量的增加，他们吸取的智商越来越多，这使父母的智商越来越低。当孩子进入青少年时期时，父母就蠢得跟电线杆一样了，他们的低智商和糟糕的判断力自然会不断遭到别人的白眼。而当孩子离开这个家庭时，父母就开始神奇地恢复智商了。等孩子走了，家长身上就会发生许多不寻常的事情，比如孩子开始主动寻求他们的建议，或者他们更愿意在公司里多花点时间。我认识的数百位空巢父母身上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虽然我还没有研究过，但成年人有孙辈在身边时多半也会变得愚蠢。如果你有研究成果，请务必让我知道。


  尽管家庭智商守恒定律带有玩笑的性质，但自信心的问题可是非常严肃的。在《信心密码》（The Confidence Code）中，作者凯蒂·肯（Katty Kay）和克莱尔·施普曼（Claire Shipman）列出了一些证据，表明女性往往过度缺乏自信。在被问到考试考得怎么样时，女性预测的分数往往要比实际情况低。在英国的一项研究中，一位商学院教授让学生们说说在毕业5年后应该能赚到多少钱，女生的预测要比男生的低了20%。离开职场几年并不能让自信心的基准有所提高。


  我认识一位不同寻常的女性，她毕业于两所常春藤盟校。在快到50岁、即将面临离婚的局面时，她想要重新回到阔别近15年的全职工作的世界。在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她超乎寻常的技能和过低的自信心让我大为吃惊和触动。起初，她非常担心自己不够酷，因为新公司里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年轻、时尚。她生怕自己的方法和技术知识，甚至包括她使用的演示文档，会让她变成一个老古董。她能融入其中吗？经过一个焦头烂额的起步阶段，她的身边终于开始聚集一些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他们共同组成了一种双向导师的关系。她学到了新的方法和技术，不过她也发现，这些新时代的朋友也都真心地感谢她的知识和智慧。“有些有价值的事情我能做得到，但这些年轻人确实做不到。我从他们身上学习，他们也从我身上学习。”这位女士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国际咨询机构的总裁和新一代“回归生”的榜样。


  我相信“回归生”是个很伟大的想法，并且认为它不应该只是一家或几家开拓性公司的项目。“回归生”理应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潮流。


  如果雇主和员工无法找到方法，让职业生涯和为人父母不再成为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问题就严重了。雇主是那么渴望合适的人才，而家长又那么渴望合适的工作。组织需要为在职父母创造更灵活和开明的政策，与此同时，以职业为中心的父母需要制订策略并采取行动，其中包括：寻找对家长友好的雇主、找到可利用的后方支援体系、学着划清界限，以及管理时间和精力。“回归生”理应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其原则是重构过去的经验、重塑技能集合、重新连接职业生态系统和重建自信。配平职业生涯和为人父母的方程式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回报：更高的生产力、更强的创造力和更幸福的生活。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职业生涯与为人父母共存之道1：不要让职业生涯和为人父母成为非此即彼的选项。


    职业生涯与为人父母共存之道2：找到一个热爱家庭的雇主。


    职业生涯与为人父母共存之道3：找到后方的恰当支持。


    职业生涯与为人父母共存之道4：设立现实的期望和严格的界限。


    职业生涯与为人父母共存之道5：管理你的时间和精力。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回归正轨之法1：重新组织你的经验。


    回归正轨之法2：重新包装你的技能。


    回归正轨之法3：重新连接职业生态系统。


    回归正轨之法4：重新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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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跨国工作


  
    既来之，则安之。


    孔子

  


  环游世界的愿望一直都是人们最高的人生目标之一。有意思的是，这并不限于年轻的梦想家或手上有大把时间的老人。这是跨越几乎所有国家、所有年龄段人士的顶级目标。(19)大部分人都喜欢出国观光，但有多少人愿意出国工作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职场路径呈现出跨国的机会和竞争，你该如何决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接受一份跨国工作呢？接受一个远离家乡的职位，其中存在什么样的好处、现实问题和陷阱呢？


  国际化思维，职业生涯中的关键区别点


  在从苏黎世到吉隆坡的航班上，卡尔·穆尔（Karl Moore）算了一下，自己在40年的时间里已经访问了41个国家。这一事实令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即要让去过的国家的数量永远比自己的岁数大。现在59岁的他依然成功坚持着这一想法：他的护照上拥有60多个国家的印记，而且缅甸和卢旺达已经在计划之中了。当然了，这样的结果也不足为奇，毕竟卡尔是位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也是全球化问题的国际权威。


  
    人才档案


    噢，你的远方在何处


    卡尔·穆尔博士　59岁


    职业：


    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作家


    甜蜜区：


    学术、产业和国际经验

  


  他的职业生涯就是全球化影响越来越广的最好例子。卡尔在加拿大多伦多长大，后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攻读研究生。他曾在IBM从事系统工程的研究，也在日立负责过全球产品管理。在完成了有关产业全球化的博士论文后，他在欧洲待了5年时间，曾在英国、荷兰、法国和芬兰讲学，还在东京生活了三年。后来，他决定回到麦吉尔大学，与全球顶尖管理学专家亨利·明茨伯格博士(20)合作。


  2006年，卡尔偶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带着20名麦吉尔大学管理学院学生踏上了前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Omaha）的游学之旅，到传奇的投资大亨沃伦·巴菲特那里取经。后来，这次行程转变成名为“全球热点城市”（Hot Cities of The World）的系列活动，学生们可以申请与卡尔一起到班加罗尔、多哈、雅加达和莫斯科等迅速崛起的国际市场开展紧张的学习之旅。“这就像是将未来引向未来。”卡尔解释道。


  他认为，跨国经验是当今职业生涯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过去，你只需要与来自本国的学生和工人竞争，”他说，“现在，你要与全世界竞争，不管是竞争职位还是竞争客户。因此，感受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才如此重要，尤其是那些快速增长、高度创新的市场。”


  国际化思维是一项可迁移性非常强的技能，因为它让我们能欣赏多种多样的思想和文化。它有助于开启新的机会之门，带来全新的经历。不管你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没有野心，踏出舒适圈都会是一种有价值和意义的经验。卡尔鼓励学生和毕业生尽可能地接触国际市场。“活到老学到老，走到哪儿学到哪儿。不断接触别的家庭，”他建议道，“有时候虽然你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学会他们的语言，但不要放弃。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你知道如果你认真地去了解别人的历史、英雄人物和音乐，他们会有多高兴吗？”


  跨国经验会让你在个人和专业上都显得更加有趣。“你可以与更多的人交谈，而且当学生参与求职面试时，这是个很好的开场白。”卡尔说道。跨国工作的一个最佳时机就是20多岁到30岁出头的时候。这类人往往还单身，或者刚成家，搬家相对容易。“跨国工作是在早期建立一系列基本技能的好办法。这时，你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试验和探索的自由，所以赶紧了解一下不同的行业、职业和国家吧。”


  卡尔的背景也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跨国经验已经成为他职业生涯的关键优势。深度的学术研究、与知名行业领袖的实际工作经验，以及在数十年时间里系统地建立起来的对不同国家的第一手了解，他凭借这套独一无二的组合技能成为举足轻重的专家。卡尔建议：“你至少需要对两个国家有充分的认识，比如你的祖国和另一个国家。那些有意识地到广阔的世界中去探索，以此来扩展眼界的人才能在职场中蓬勃发展。”


  做些有意思的事，不要纯粹为了生意而活


  贾斯廷·克鲁亚尼斯（Justin Cruanes）就是一个乐于迎接跨国挑战的人。贾斯廷在几年前加入了卡尔·穆尔的“全球热点城市”进入中东的计划。虽然这场旅程激起了贾斯廷全球探险的热情，但他也想要在跨国企业的中心更深入地工作。通过Skype，我与贾斯廷进行了视频通话，他当时身处非洲布隆迪的临时居所之中。


  
    人才档案


    从个人的角度近距离观察新兴世界


    贾斯廷·克鲁亚尼斯　26岁


    职业：


    东非的非政府组织


    “一英亩基金会”（One Acre Fund）


    在布隆迪的业务助理


    甜蜜区：


    新兴世界的经济发展

  


  贾斯廷出生在美国，也曾在法国生活，后来在麦吉尔大学攻读经济与金融学。


  贾斯廷在践行个人使命时一直充满冒险精神，他把两个暑假的时间都放在了叙利亚，在那里帮助建立面向不识字的工人的学校。2011年，他原本计划在叙利亚找一份固定工作，但因为“阿拉伯之春”运动（Arab Spring）而泡了汤。贾斯廷启用了备用计划，搬到了摩洛哥的拉巴特（Rabat），在一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承包公司实习，参与改进当地的政府管理工作。后来，他跳槽到了专注于儿童保护的瑞士非政府组织“人之大地”（Terre des Hommes）。贾斯廷说：“我很喜欢这份早早到来的责任感，现在已经有3家组织的18名员工要向年仅24岁的我汇报工作了。”经过一年时间，他对下一步动作陷入了沉思，不知道是该专注于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发展，还是私营企业。


  贾斯廷在约莫一年前发现了一份非常棒的工作。如今，他正处于与非政府组织“一英亩基金会”为期两年的合同期内。贾斯廷是这样解释的：“这家社会型企业向当地农民提供可赊账的产品，例如种子、肥料、树木、太阳能灯具以及灶具，同时还为农民提供相关培训。他们的目的是帮助布隆迪、卢旺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农民种植豆类、土豆和杂交玉米，从而令农民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


  贾斯廷打心底里尊敬“一英亩基金会”及其“农民优先”的理念。


  他喜爱此类社会使命，也喜欢去这些独一无二、并不热门的地方看看。像“一英亩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深得他的喜爱，因为他能借此给社会带来一些影响。


  他的老板和同事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他的老板是西北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能为他提供很好的意见和支持。贾斯廷有一份合理的发展计划，并且至少每6个月都能得到目标和业绩的反馈信息。


  在布隆迪，贾斯廷深深融入到当地的社区中。他的住处距离首都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是一个人口不足6 000的小村落。贾斯廷每天的菜单就是米饭、豆类和卷心菜，都是自己下厨。惨痛的教训让他知道，千万别去当地医院。如果你真的病了，那也必须去内罗毕或沿海地区。当地的供电和供水很不稳定，有时候会一起中断一到两周的时间。通过卫星，偶尔可以上网。我们这次Skype通话时，贾斯廷惊喜地发现网络持续了30多分钟都没有中断。


  贾斯廷承认这份工作的短期经济回报很低，不过生活成本也低到让他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贾斯廷称：“我的积蓄要比住在纽约、伦敦或巴黎的许多同事都多得多。”他也相信，长期的经济回报将非常可观。“我正在学习像世界级人物那样早早地担负起责任，并且在快速成长的市场中获取第一手创业经验。”


  和许多不走寻常路的人一样，贾斯廷也经常听别人说：“你一定是疯了吧。”他在法国的教育体制中成长，许多同龄人都在努力攻读硕士学位。不少人告诉他：“去找一份真正的职业吧。”大多数人并不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能成为一份严肃的职业。他父亲是一名企业家，在美国和法国都有业务。他父亲很支持他：“在你的一生中，要做些有意思的事情，不要纯粹为了生意而活。”


  贾斯廷说：“我想要将商业和理想结合起来。对我而言，这是第一要务。”贾斯廷建议其他想要在跨国职业生涯中闯出一番名堂的人：“走出去看看。你在家里是不可能找到有意思的跨国任务的。去其他地区，适应当地生活，建立人脉关系网，让别人理所当然地支持你。”


  在至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中，贾斯廷已经探索了不少东西。对于前途，他正在仔细思考是否应该再找一两份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工作，比如说在北非、中东或南美地区的工作。他应该读一个公共管理或商业的硕士学位吗？他应该继续留在非营利性事业里，还是转移到咨询公司或跨国银行之类的私营企业中呢？他有点担心，如果在非政府组织的世界里待得太久，就会被贴上“非营利性”的标签，之后就再也无法打开一些机会之门了。贾斯廷认为自己有机会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有关全球发展的大型组织里工作，或者在促进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全球咨询机构里任职。


  虽然贾斯廷的跨国经验相比其他人更极端，但它突出了跨国职业发展的核心优势。在踏出舒适圈后，贾斯廷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丰富经验。他的智慧和运气让他找到了一些艰苦但能提供顶级培训和反馈的组织。他觉得这些工作是有挑战和有意义的。他利用自己亲身实践的跨国工作建立起了职业技能和与众不同之处。因此，他拥有了多种多样的职业选择。


  在45岁之前不要关上任何一扇门


  之前我们已经了解了宝洁加拿大的前任总裁蒂姆·彭纳，他因为成为社区领袖而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目标和乐趣。蒂姆的职业生涯有很大一部分都与跨国工作有关，其中有快乐的时光，也有痛苦的回忆。


  蒂姆的跨国经验从37岁开始。此前一直在宝洁加拿大稳步攀爬职业阶梯的他开始有了新的追求。“公司当时正在进行全球扩张，去国外工作看起来拥有光明的前途。”于是，蒂姆和妻子帕特（Pat）决定将这个新婚家庭搬到英国去。后来，蒂姆在那里大显身手，带领奄奄一息的宝洁英国的健康与美容部门实现逆转。“跨国工作的好处在于，它们会让你离开舒适圈。最重要的是，你能学会信赖自己的团队，因为你已经失去平常的人脉关系网和联系人了。”不管是对于职业还是个人，这最终都成为一段极其精彩的经历。蒂姆和他的团队让宝洁的这个部门打了个翻身仗，他们的成绩令人艳羡。“接手一团混乱的垃圾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会迫使你去学习和用尽全力。你会搞清楚能信任谁。因为冒着一无所有的风险，所以你会学着全情投入。”蒂姆接下来就进入了宝洁位于美国辛辛那提的总部工作。对他而言，新职位的回报大不如前，他失去了在过去职位中享受到的责任感和自由感。他发现，自己的政治雷达也失灵了。


  在总部郁郁寡欢地工作了三年后，蒂姆表现出了回归加拿大的强烈意图。当公司重组北美业务时，蒂姆就提出要回到加拿大。他渴望着在总部以外世界的自主力和影响力，并想在自己的家乡扎根。事实证明，此举对宝洁和蒂姆本人而言都是极其成功的。他运用在世界各地积累的所有技能，再次振兴了日渐衰微的宝洁加拿大团队。蒂姆和他的团队在12年的时间里创下了令人赞叹的业绩新纪录。


  对于跨国工作的经验，蒂姆有一些充满智慧的反思。“在考虑跨国工作时，关键在于你和你的整个家庭必须将其当作一场冒险。当你发现家里没有孩子们最喜欢的早餐麦片、你不能继续原有的兴趣爱好或者看不到想看的球赛时，整个家庭都必须认识到，这是冒险的一部分。你需要时刻保持合适的思维方式，说‘我想知道这儿的孩子早餐都吃什么’，然后享受这个学习和尝试新事物的机会。如果你无法享受这种全新的冒险，那么就根本不应该出国工作。这种冒险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加亲密，并逐渐成为欢笑的来源，而非泪水。”


  蒂姆在宝洁一共工作了30年，他不认可那种人们觉得持续待在一家公司会限制学习机会的看法。他说：


  有好多人都跟我说，一直待在一家公司里是不对的。但这根本不是真理，重点在于你要找到一个可以学习和成长的地方，或者说你可以打开机会之门的地方。从我22岁到50岁，公司给了我一条非常棒的学习曲线。在这之后，最陡峭的学习曲线就来自外界了。在45岁之前不要关上任何一扇门。在做出有关职业生涯的决定前一定要问自己：“这会为我打开还是关闭更多的门？”有许多伙伴都过早地离去，追求更高的职位或更多的薪酬。然而，这些举措常常会为他们关上而不是打开许多门。为二流公司工作会关闭机会之门，你应该先在自己的组织中寻找机会。


  如果生活环境不允许你转向跨国的全职工作呢？眼前还有什么更实际的选择吗？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考虑在国内公司工作，但要进入一个对接国际客户的部门；申请为期几个月的短期任务，填补某个跨国工作的空缺；参加一些关于全球话题的课程；开展一项让你参与分析国际业务的特殊项目，例如评估正在进入国内市场的外来竞争对手的威胁程度，或者帮助自己的组织确定是否应该进行全球扩张；自愿参加或者主动创建国际培训项目，让你与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合作。你要让老板知道跨国工作是你职业规划的一部分，确保高层能听到你的想法，因为跨国业务往往不是中层管理人员负责的。


  在看到卡尔、贾斯汀、蒂姆和我自己的跨国工作经验时，我深信跨国工作经验对现代职业生涯而言肯定是一大支柱。它能带来长期的多元性、稳定性、差异性和创造性。史宾沙管理顾问咨询公司（SpencerStuart）最近的报告称，将近四分之三的首席执行官都有过跨国工作经验或监管过全球职能部门。他们的平均股东回报要比没有此类背景的首席执行官高出许多。(21)


  跨国工作并不是成功的保证，也不一定能加速或带来完美的经济回报。有些人担心在接受跨国职位后会“从雷达上消失”。根据我的经验，情况通常与之相反。拥有跨国经验的勋章会让你的曝光率提高，而不是降低。不过，关键还是你在公司总部和国外分公司都有支持者。跨国转岗可能困难重重且压力巨大。关于税率、外币兑换和签证需求之类的问题，你可以寻求专家的建议，并且最好是公司内部的人。如果对此预估失误，这些就很可能带来巨大的压力。有意识地利用职业生态系统，让别人在事业的两端为你提供支持。从总部转移到“小型市场”会让你学会如何凭借较少的资源完成任务，而从“小型市场”光荣凯旋回到总部则会让你懂得如何在更大的背景下处理复杂的问题。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是关键，你和任何家庭成员都必须始终将跨国工作当成一种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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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应对职场危机


  
    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直到被打掉牙的那一刻。


    迈克·泰森　世界重量级拳王

  


  对于你的职业生涯，我敢断言的一点就是，总有一天你会遇到危机。你可能被裁员，可能被开除，可能错过一次加薪或升职，可能停滞不前，可能被迫退休……危机是所有职业生涯中都存在的正常而健康的部分，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它。


  应对职场危机需要知道的5件事


  1．应对职场危机的第一步应该是清晰客观地认识问题。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件、一个认知上的问题，还是业绩上的问题？如果这的确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件或单纯的坏运气，比如说你的公司意外地被收购了，那你就得尽快恢复过来。尽管短暂地悲伤或发泄一下没什么问题，但是最好的应对方法还是重新站起来，回归职场；体面、勤勉而优雅地将过去打包，向着前方进发。


  2．有时候，职场危机可能是由他人对你的技能、目标或业绩的错误认识引起的。也许新来的老板并不知道你所有的技能或过去的重大贡献；也许你的公司并不知道你渴望着得到新的或更高的职位，于是就没有考虑过你；也许你因为某个与你并不直接相关的业绩问题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影响。不要怪老板或公司没看见你的才能，你应该将这件事当成一个项目，以此来证明你真正的价值。如果你的产品确实很好，那么你只需要改善关系就行了。找出认知的偏差，让别人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你要比他们认为的更好。


  3．在其他情况中，你的不足之处可能并不只是认知上的，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客观分析表明你实际的技能和业绩落于人后，那么你就需要正面对待这个问题了。认清正常的技能和业绩应该达到何种程度，然后朝这个方向努力，你不可能逃避问题。如果有人升职的速度比你快，那么不妨默默地找出是哪些技能让老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然后积攒职场燃料，让自己有资格赢得下一次加薪、升职或新的好工作。


  4．有的职场危机是可以预见并规避的。如果想得远一点，并时刻关注你的公司、你的行业和你自己的业绩的变化，就可以时常避免遭到突然袭击。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行业、公司或职位已陷入了危机，那么就需要主动采取行动，准备好一份备用方案。所以，你需要培养一些能让自己免疫风险的技能和关系，在当前的环境之外留一些可选之路。


  5．无论你的职场危机是不可预知的还是可以预料的，你都需要从逆境中快速恢复的方法。在第11章中提到过的关于“回归生”的“4个重新”就是一种迅速回归正轨的通用方法。如果你被开除了或被排挤了，就可以以“4个重新”为基础，加速回归正确的轨道。


  重新组织　你的经验，让它与未来而不是过去密切关联。


  重新包装　老旧过时或有所欠缺的技能。在新的职业环境中，你不可能伪装自己的职场动力。


  重新连接　职业生态系统。也许你需要与联系人、专家团、关键同事和支持者建立新的关系来推动自己前进。


  重新建立　自信。与那些支持你、理解你的人交谈，反思你的长板和在过去这些年里完成的特殊贡献。勇敢去闯。


  遭遇职场危机时，请将骄傲放在一边


  作家兼伦敦大学教授朱尔斯·戈达德博士（Dr. Jules Goddard）提供了另外一条有价值的建议：在面对严重的职场危机时，要回归人性。戈达德与许多职业生涯中期的高级管理人员有过广泛的合作，其中不少人都对自己的职业感到焦虑或明显的恐惧。他指出，45岁往往是人类幸福感的低谷，是危机常发的阶段。对于面临严重危机的人，无论处于何种年龄，他的建议都是改变态度，最好还要脱离原来的位置。你可以离开舒适圈，到镇上不常去的地方逛逛，去不同的地方旅游，突破那些时常拖累你的习惯，就算是在流动厨房里干一天活儿也会对你大有裨益。让自己置身于更广阔的环境中，接触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从而重新发现自己的人性，让你想起自己受到的恩惠，并知道如何让自己与众不同。


  与朱尔斯·戈达德一样，我也认为，恢复职业生涯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骄傲。健康的自信心是好的，虚张声势、否认一切和痴心妄想却都是毁灭性的。脆弱是过度保护的恶果，逆境和压力是有益的。戈达德指出，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下，我们的骨骼失去了压力，于是就会变得脆弱。你的自信心必须建立在有市场竞争力的东西上面。在职业生涯中，你时常会不得不偏离航线或干脆后退才能继续前进。因此，在遭遇职场危机时，请将骄傲放在一边，它会碍事的。


  不要担心别的事，享受当下就行了


  尼罗弗·麦钱特（Nilofer Merchant）是个在人生和职业生涯中多次深陷逆境，总是走走停停的女子。


  
    人才档案


    对自己诚实


    尼罗弗·麦钱特　47岁


    职业：


    作家，顾问以及演讲者


    甜蜜区：


    在逆境中走向成功

  


  18岁时，尼罗弗·麦钱特有一次回家时看到亲戚们在庆祝，原因是他们为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她脑子里只想到一件事，“我问叔叔，他有没有告诉男方我想要念大学，但他说我妈妈不允许他说一个字，”尼罗弗回忆道，“虽然我妈妈是个呼吸治疗师，但她并不赞成女性接受教育。”明明那是让她母亲实现自主的根本原因，但她却不被允许继续上学，这令人困惑的矛盾引起了她们激烈的争论。尼罗弗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对她妈妈说，除非未婚夫同意让她去读大学，不然她就拒绝结婚。


  “我把几本书和几件衣服塞进包里，走出家门，这纯粹是为了示威。我径直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店，等着妈妈打电话告诉我她重新考虑的结果。我以为整件事情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解决，”但是她没能等到这个电话，“我严重低估了妈妈的固执程度和我自己的固执程度。”当这两个女人都不肯让步时，尼罗弗意识到自己已经回不了家了。当时她口袋里仅有100美元，所以只好在朋友家里过夜，顺便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次分别最后成了永别：尼罗弗再也没有与母亲联系过。她找到了一间出租屋和一份兼职工作。“我吃了好多方便面，因为只要一美元就能买到20箱，”她回忆道，“我干脆把它们都捏碎放在一起。”


  当时那个担惊受怕的少女和现在这个自信而优雅的尼罗弗简直判若两人。如今，已经年近四十的尼罗弗拥有了一份令人钦佩的职业。她曾经为苹果和欧特克（Autodesk）这样的大公司工作，并且亲自负责过100多款产品的发布，净销售额总计达180亿美元。尼罗弗也是两本广受好评的商业著作的作者，并被Thinkers50评为最有可能影响管理学未来的头号人物。她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目前与丈夫柯特（Curt）和10岁的儿子安德鲁（Andrew）一起住在巴黎。


  尼罗弗一开始在一位高中友人的推荐下，通过临时工中介在苹果公司谋得了一个行政助理的职位。这是一个幸运的开始，因为她的上司给她不少自由去参加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活动。渴望学习也勤于学习的尼罗弗欣然接受了这个获取更多经验和经历的机会。“我差不多报名参加了所有需要帮忙的项目。”她说起自己是如何通过勤奋地学习一系列技能来应对不断增加的项目，并培养出踏实工作的名声的。“我加班到很晚，就是为了学习新的东西。就算要工作到深夜，我也愿意接下额外的任务。我不停地参与各种更高级别的项目，周围的团队都欣赏我的干劲，帮助我解决问题。”尽管工作负荷相当夸张，但尼罗弗依然毫不松懈地继续着自己的学业，业余时间攻读旧金山大学的应用经济学学位和圣克拉拉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


  尼罗弗将自己在苹果的升职之路归功于“说‘行’的态度”和接受新挑战的意愿。其中一个“行”发生在她同意负责一项公司内部无人肯接的项目时，因为这是一条利润不断下滑、难以为继的产品线。这个项目让尼罗弗不仅有机会以产品领导者的身份管理自己的团队，而且成功地将原本只值200万美元的产品线变成了一棵1.8亿美元的摇钱树，而这一成绩也让她赢得了全公司的认可和媒体的关注。


  时刻准备接受新挑战的尼罗弗在一家名叫“直播”（GoLive）的小型创业公司里待过一阵子，随后加入了欧特克，年仅29岁的她就管理着一个价值3亿美元的部门。如此的成功是有代价的。“我在欧特克吃到了一个政治大亏，”她承认，“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还不够成熟，太狂妄了。我之前很成功，于是觉得自己可以当一个浑蛋，踩着别人前进。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推进职业生涯的最佳方法。”


  在欧特克落败后，尼罗弗需要从公司的政治斗争中喘一口气，于是她决定创立自己的咨询公司。在之后的11年里，她积累了许多一流客户，其中包括罗技（Logitech）、赛门铁克（Symantec）和惠普。商业上的成功同样需要付出代价：她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之外，结果她的儿子开始在学校里闯祸，需要管教。尽管尝试了各种方法，但尼罗弗最后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离开公司，专注于家庭。退出这个耗费10年心血打造的公司是个艰难的决定，这件事也磨灭了她的自信心。“当时我真的感觉人生彻底失败了，”她回忆道，“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完蛋了。”


  人生中第一次，尼罗弗感到失落、茫然。后来，她转行写作则几乎完全是个意外。“我穿着睡衣坐着，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去吸引谁的注意，于是就开始写文章了。我写了几篇关于商业未来的文章，最后它们成了我第一本书的基础。”她的著作《协作战略》（The New How： Creating Business Solutions Through Collaborative Strategy）后来成了畅销书。


  尼罗弗注意到，自己有些最成功的职业成就其实来自人生中那些可以归类为失败的事件，包括离开欧特克后创立了成功的公司，以及关闭公司后迎来了作为作家和演讲者的新的职业生涯。这些经历教会了她优雅地拥抱那些纷纷扰扰。“在20多岁时，我从来没想过会变成这样。在30岁时，我在想‘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她回忆道，“如果我能回到过去对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我一定会告诉她：‘小姑娘，不要太有压力。不要担心别的事情，只要享受当下就行了。’”


  尼罗弗的试练和磨难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职业生涯中与真实的自我做斗争。尼罗弗是个绝不向逆境低头的人，经历了许多成功和失败后，她找到了作为作家和顾问的甜蜜区。她利用压力和逆境构建起自己的免疫系统，从每一次挫折中学习。尼罗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弊大于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调整现状。


  弄清你的使命，从事你愿意投入的事业


  体坛虽然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事业成功的故事，但其中也有大量的风险和失败案例。如果职业生涯遭遇乌云的遮蔽，你会怎么做呢？如果在三十出头时，有人来通知你，说你再也不能从事你最擅长和最热爱的工作了，那又会怎么样呢？每天的工作都与职业运动员为伴的安东尼·罗德里格斯（Anthony Rodriguez）就是熟悉这些情况的人。


  
    人才档案


    在35岁之前推倒重来？


    安东尼·罗德里格斯　33岁


    职业：


    “可持续职业互动”公司（Lineage Interactive）


    的联合创始人，职业运动员的顾问


    甜蜜区：


    为面临提早退役这一残酷现实的


    运动员提供咨询服务

  


  “我个人对于运动员在其职业运动生涯最后阶段的心理活动非常感兴趣。”“可持续职业互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安东尼·罗德里格斯说。他的公司客户主要是运动员和音乐家为主的名人，主要业务是帮助他们塑造台前幕后的品牌，发展他们的事业。“其中有不少人都被迫在30多岁的时候发展新的职业生涯，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毫不相关的领域里。”


  现实中，大多数职业运动员都有着快节奏、高度压缩的职业生涯，同时，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以短暂而著称。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看几个数据：美国冰球联盟（NHL，National Hockey League）的职业生涯平均长度为5.5年，美国篮球职业联赛（NBA）为4.8年，而美国橄榄球联盟的这个数字仅为3.5年。(22)“还没有人认真报道过大多数运动员在职业运动生涯末期的经历，”安东尼指出，“在普通的职场里，大多数人都是在60～65岁经历这一阶段的，他们此时已经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


  近10年来，安东尼致力于帮助篮球、曲棍球、高尔夫、网球和足球职业运动员完成职业生涯的转变。这份工作要求他将残酷的真相挑明，即便这意味着要让客户听到不想听的话。许多名人和运动员周围都是些唯唯诺诺的家伙，这些人生怕说出真相就会丢了饭碗。安东尼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法，坚持毫不掩饰的诚实态度。他知道这些客户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大多数运动员都必须决定在今后30年的潜在工作年限里做什么，并且要面对一个巨大的限制：他们从10岁开始一直在做的事情不在此列，”安东尼解释道，“他们无法选择首选项。”


  职业运动员通常都将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运动能力的磨炼中，至于其他方面，例如社交、兴趣爱好、金钱和商业管理，都被他们忽略了。对安东尼而言，帮助客户重新发现他们的热情所在和兴趣点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他说：“我鼓励人们在尝试寻找甜蜜区时做一个简单的练习。他们要寻找三样东西：你擅长什么，你热爱什么，以及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尽管前两个问题简单直接，但安东尼坚信，将它们串在一起的第三个问题，即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才能够创造出克服逆境所必需的信念。“如果你没有满足第三个需求，就会一直感到灰心丧气，尤其是当你对此前的职业所带来的有形回报习以为常，而以后却再也无法从事原来职业的情况下。部分运动员在早期就赚到了足够过一辈子的钱。但有更多运动员无法顺利转型，因为他们习惯了高收入和肆意挥霍的生活方式。在除去经纪费、税费和其他开销之后，他们的收入常常低于预期。”遗憾的是，许多职业运动员最后都成了穷困潦倒的无业游民。据《纽约时报》估计，有60%的美国篮球职业联赛的球员在离开球场5年后遭遇了破产，而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的这个时间更是缩短到区区2年。(23)


  但有些人就成功了。阿兰·休斯敦（Allan Houston）就是在退役后获得成功职业生涯和人生的黄金榜样。休斯敦是田纳西大学篮球队明星队员，后来在第一轮选秀中就加入了底特律活塞队，开始征战美国篮球职业联赛。阿兰后来又在纽约尼克斯队效力，赢得了团队好帮手的名声，成为球队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之一。在30岁出头时，休斯敦遭遇了一系列伤病，最终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到了34岁，他的球场时光彻底宣告结束。休斯敦说：“我的腿已经完全应付不了比赛。我开始打得越来越少，过了一阵子，我下决心不再继续了。我不希望自己以残疾的身躯度过余生。”


  不过，阿兰·休斯敦并没有成为尘封的回忆，反而以经理、企业家和社区领袖的身份继续活跃于行业内。在退役后，他迅速站稳了脚跟，做了一小段时间的美国篮球职业联赛全球大使。利用球员时期在纽约媒体聚光灯下学到的技能，阿兰还在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的体育网站上做过分析师。过了一年左右，时任纽约尼克斯队总经理的唐尼·沃尔什（Donnie Walsh）找到阿兰，抛出了一个诱人的邀请：到尼克斯队学习体育管理。阿兰将他出众的好奇心投入到这份工作中。“我一直从我尊敬的人那里求取经验，”他观察、学习并提出问题，“在物色人才、运营和管理方面有太多东西要学，而且这些在球场上是根本接触不到的。”阿兰后来逐步成为发展联盟中的韦斯切斯特尼克斯队的总经理和美国篮球职业联赛的纽约尼克斯队的副总经理。


  随着阿兰的进步，他愈发感受到关系的重要性。在整个人生和职业生涯中，阿兰的父亲一直是个核心人物。阿兰不隐瞒、不绕弯的行事风格对他后来作为经理和领导者所取得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休斯敦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即使要说的话难以出口或对方不愿听到”。我问他在管理者的角色上最困难的是什么，休斯敦答道：“交易和开除球员。给那些怀揣远大理想和梦想的人带来坏消息，那是最难的地方。”


  阿兰发现，如今的年轻球员所面临的压力要比上一代人更大。“年轻一代球员的经历与过去不同，现在信息量很大，节奏很快。年轻球员能立刻看到努力后的成果，在成为明星这一点上，实际情况比他们感觉的更加遥远。他们的期望太高了。现在的年轻人需要耐心，要尊重权威和指导。他们需要认识到成功需要时间，仅仅拥有一些信息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智慧。”


  阿兰的智慧似乎远远超出了体育世界的范畴，延伸到了他的整个人生之中。除了运动经理人这份职业，他的生活中还有坚定的信仰、妻子和7个孩子、几家创业公司，以及为父亲们提供支持的基金会。在被问到如何管理好所有的事务时，阿兰的解释是，自律和核心价值观带领他度过每一周，并帮助他决定如何花费时间。阿兰的生活伴随着一系列信条，包括有信仰、正直、牺牲精神、领导力和创造遗产，而且他有着实践经验的支撑。关于领导力，休斯敦指出：“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面来表现领导力，而不一定得一直当队长。你需要看清楚自己的角色，没必要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阿兰很感谢他的妻子和家人的支持，他也知道自己需要划清界限。“我在学着说不。有些事情是我需要做的，有些事情可以交给别人来牵头。我也已经尽可能地减少出差的次数了。”


  休斯敦对于为人父的话题有着极大的热情，并创立了传统基金会（Legacy Foundation）提供这方面的支持。“我的父亲是个非常强大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篮球教练的职业之中，当他的儿子是一种荣幸。”通过这个基金会，阿兰想要将自身经历中的喜悦和知识分享给大家，“太多年轻人需要学习什么叫作男人，什么叫作父亲了。”对于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强大父亲的年轻人，他的建议是：“如果你认真寻找的话，一定能找到这样一个榜样。没人能知晓一切，总会有人能帮助你跨出下一步。”


  在总结自己早期的退役危机和之后的历程时，阿兰提供了这样的建议：“弄清楚你的使命。你热爱什么？这可能在一开始并不明了，你可以先寻找一个让你能用才华和热情影响世界的地方，让自己走上某一段旅程，感到不舒服也没有关系。生活并不是康庄大道，要勇于经受磨难，去从事你愿意投入的事业。找到你的导师，坚守一系列核心价值观，活出自己的人生。”


  几乎没有人会像尼罗弗·麦钱特那样，在18岁时就几乎身无分文、无家可归，也很少有人会像阿兰·休斯敦那样被迫在30多岁时退役，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走出职业生涯逆境的方法：利用好奇和探索的武器培养技能和经验，建立起能抵挡不可避免的挫折的免疫系统；不断寻找自己的理想，如果不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那么就回归人性；确保你的信心是有根据的，如果你的失败并不主要源于坏运气，那么就得采取行动，找出欠缺的关系或技能；不要让骄傲阻挡了重获新生的道路；你可能需要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真正的自我。


  尾声

  工作的未来


  
    我只对未来感兴趣，因为我的余生将在那里度过。


    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发明家


    幸福感源自内心。


    威廉·阿瑟·沃德（William Arthur Ward）

  


  既然职业生涯持续的时间这么久，又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那么在谈论职业生涯的未来时，我们就需要解答一些相当玄妙的问题了。


  
    	我会被机器取代吗？


    	我未来会在哪里找工作，又如何找工作？


    	我该把时间用在哪里？


    	我会把钱花光吗？


    	工作如何能让我更快乐？

  


  我会被机器取代吗


  在去年夏天的一个艳阳天里，我在IBM位于纽约州约克城高地的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度过了奇妙的一天。沃森实验室产生了全世界在认知计算和人工智能方面一些最先进的研究成果。他们向我演示了机器能够办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一部由伊莱（ELI）为主角的影片，伊莱是一个能学习如何识别、选择和移动物体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能识别语音指令，并用英语回答。它会表达自己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经过一系列尝试后，它就能答对所有问题了。这种可能性既令人激动，又令人胆寒。如果你以真正长远的观点来看待职业生涯，那么就需要问问自己这个可怕的问题：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或40年里，我的工作会由机器来完成吗？


  毫无疑问，机器正变得越来越聪明。例如，过去的计算机一直难以解析人类的语言，因为其中充满了微妙和模棱两可的地方。当我们说“bat”这个单词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是蝙蝠、球棍或球拍，还是眨眼呢？凭借算法软件和高速服务器，IBM拥有专利的沃森技术能够在数秒内阅读数百万份文档，并分析出我们话语的语境。和机器世界中的前辈们不同，沃森已经成为人类语言的大师，它几乎立刻就能准确地知道我们说的“bat”是什么。在2011年，沃森在《危险边缘》（Jeopardy！）问答节目中击败了世界上最强的两名人类选手。


  如今，沃森正在各种领域与人类亲密合作，例如帮助宝洁和可口可乐等大型公司的研发部门寻找新产品。正如沃森实验室的亚当·博格（Adam Bogue）所说：“这并不是人类与机器的对抗，而是人类与机器之间一种新的共生关系。”沃森也被十几家美国医院用于帮助肿瘤医生寻找癌症的治疗方法。它还被集成到了玩具恐龙里面，让孩子们体验与人工智能的第一次交流，他们可以问小恐龙问题，沃森会帮忙回答。


  机器崛起对我们职业规划的启示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5年9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将人与机器对抗的辩论推上了风口浪尖。报告说：“关于机器是否会代替人类的工作的辩论已经不再局限于学术层面了。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预计，到2025年，高达四分之一的工作将会被智能软件或机器人取代。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则表明，在英国目前的工作岗位中，有35%在接下来的20年里都存在被自动化的风险。”该报告接着回顾了在牛津大学的研究中分析的282个岗位，评估了部分岗位被取代的风险。最脆弱的工作大部分本质上都是机械性和重复性的，比如从事写报告、做表格等重复性工作的办公室职员就很容易被软件取代，工厂工人也因为更加灵巧的机器人被开发出来而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更先进的工业机器人越来越多地配备了更强大的感知能力，手指和手掌的运动能力也越来越协调，从而能够进行更精细的操作和组装，这些机器人将有能力完成更多、更复杂的手工任务。不过，在无秩序环境下的操作，例如必须由清洁工完成的任务，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依然不是自动化可以企及的范畴。”(24)


  有意思的是，尽管出租车司机正在抗议优步（Uber）的竞争，但他们真正的对手可能来自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汽车并非近在眼前，而是已经登场。几个月，就有人驾驶特斯拉（Tesla）横跨了美国，其中90%的时间都处于“无人驾驶”状态。上周，我的周末摇滚乐队的贝司手就是开着自动驾驶的特斯拉来排练的。


  相比之下，如果重复性和程序性的工作正在没落，那么要求员工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得出有创造力的原创想法的职位，就会在自动化面前拥有相当大的优势了。这对艺术家、设计师或工程师而言是个好消息。此外，根据研究发现，需要高度的社交智慧和谈判技能的工作，例如管理岗位，受到来自机器的威胁也要小得多。按照他们的说法，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我被替代的风险很低，只有9%，不过我也没计划要在这张办公桌后面坐到2035年。


  克莱尔·凯恩·米勒（Claire Cain Miller）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合作能力、做事灵活、有同理心，这样的技能在现代工作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强。最新的研究表明，需要强大社交技能的职位在1980年后的增长要比其他职位更加突出。在2000年之后，工资保持持续增长的少数职位都既需要认知技能，也需要社交技能……需要社交技能工作在1980——2012年之间增加了24%，而建立在重复性劳动之上的工作，如垃圾收集、某些分析工作，则有所降低。这些发现从一个角度上解释了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谜团：就连高技能要求的职位的增长速度也在放缓。受到打击最大的工作似乎都是些不需要社交技能的工作，而且在所有薪资层次上都一样。”(25)


  那么，机器的崛起对于我们长期的职业规划有什么启示呢？答案很简单：你需要确保能拥有一些与机器的工作不同或互补的人类技能。如果你做的事情全都是常规的计算、报告或执行，那么就该警惕了。如果你正在追求一份重复性很高而社交投入很低的工作，那么就真的应该捏一把汗了，你应当马上行动起来。如果无动于衷，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你就会被机器超越、取代或排斥。


  人类与机器之间需要互动


  在访问了IBM的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后，我画了一张图来总结自己关于人类和机器各自优势的观察结果（见图14-1）。


  
    [image: ]

    图14-1　人类与机器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世界上所有的活动分成“重复性”事情和“创造性”事情。这里的重复性是指像大规模生产、程序式计算和其他机械性任务。在这个领域，机器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们更强大、更准确、更快速、更可靠，也更高效。在创造性领域，人类依然是主宰，我们擅长像发明、分辨歧义和建立人际信任这样的事情。


  不过有趣的是，人类和机器之间需要互动。即使是在重复性工作中，人类的技能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需要教育机器、检查输出结果以确保准确无误，以及测试新的假设。而在创造性世界里，运用机器来辅助创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作曲家使用软件来谱写音符和变调，这样可以让艺术家专注于发明创造的部分，而不是费劲的机械工作。现代的编舞者可以利用YouTube来搜索史上最优秀的巴厘岛舞蹈视频，以此来激发新式芭蕾舞的创作灵感。肿瘤医生可以运用IBM的沃森来帮助处理数百万的数据点，从而将可能的治疗手段缩小到一种复合肿瘤诊断方法中。我鼓励大家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属，最大的危险往往潜伏在极端情况中。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的职业，你需要为此建立技能集合，做好充足的准备，这些技能包括在以下几方面的能力之中：发明、评判、建立人际信任、社交、教育机器和创造测试假说。


  这一点对于职业生涯的发展和教育有着长远的影响，我们需要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培养机器无法匹敌的差异性技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说：“如果一项技能中只有技术，那就很有可能会被自动化。而如果它只需要同理心或灵活性，那么可以胜任的人也是要多少有多少，所以这样的职位的薪水也不会很高。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有竞争力的。”克莱顿·克里斯滕森研究所（Clayton Christensen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霍恩（Michael Horn）也表示赞成：“机器正在将一大批这样的工作自动化，所以掌握软技能、学会与人接触，以及弥补技术的不足成了关键。而我们的教育体制还没有做这方面的考虑。为了让学生们准备好应对我们工作方式的变化，学校教授的技能可能需要有所转变，因为社交技能在传统教育中很少会被当作重点。”作家兼哈佛大学教育和经济学副教授戴维·戴明（David Deming）观察发现，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唯一与未来工作的需要相匹配的部分可能只有幼儿园。我们在那里开始学习分享、协商、合作和创造，但在后来以学生的身份经历整个体制时，我们就将这些替换成了更困难的技能。“与此同时，工作已经变得更像是幼儿园了，”凯恩·米勒写道，“终有一天，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被自动化，让人类沉醉在永无止境的休闲时光中。但与此同时，学生应该为现实的职场做好准备。也许高中和大学应该按照幼儿园的方式来评估学生，也就是看他们与别人相处得怎么样。”


  创新创意电脑公司“卡诺”（Kano）就是这样一家公司，旨在教育下一代人在机器的世界中谋生。联合创始人约纳坦·拉兹－弗里德曼（Yonatan Raz—Fridman）、亚历克斯·克莱茵（Alex Klein）和索尔·克莱茵（Saul Klein）想要制作一台计算机，不仅能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使用，而且能够真正实现孩子们的自我培养。索尔6岁的儿子迈卡（Micah）对此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评论：“我想要做一台自己的电脑，但它需要像乐高一样简单而有趣，这样就不需要让别人来教我了。”


  于是“卡诺”公司就创造了一台6岁以上儿童能够自行组装、定制和编程的计算机。约纳坦说：“6～8岁的孩子就可以制作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了。我们需要一个充满了创造者的世界。我们希望推动一个小小创业者的世界，所以将工具都释放出去，利用它们来进行创造。”“卡诺”公司正在帮助建立一个创造型创业者的时代，这些人将创造机器，从而避免被机器取代。


  全新的工作方式和游戏规则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将在今后看到全新的工作方式和游戏规则。如果想要一瞥未来的工作和教育，或许我们就应该特别关注一下马修·布瑞马尔（Matthew Brimer）。马修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建了一家名为“会员大会”的创新和颠覆性的教育机构。他也是让我去年夏天参加一场晨间派对的原因。


  2015年8月的一个星期二，我4点57分就醒了，6点之前就在纽约港登上了一艘大船。几分钟后，动感的电子舞曲就让大约1 200名早早起床的千禧一代摇头狂欢。他们时不时来点葡萄汁和巧克力棒补充能量。东道主马修在人群中左右逢源，庆祝着自己的29岁生日。舞池也一刻没有闲着，刚走了一支乐队就上来了一群舞者。毋庸置疑，作为夜猫子和食肉动物，这样的活动对我而言是对自然生理周期的一次破坏。而这恰恰就是关键所在，这个活动叫作“黎明派对”（Daybreaker），由社会实验家和创业者马修·布瑞马尔联合主办。


  
    人才档案


    及时行乐


    马修·布瑞马尔　29岁


    职业：


    “会员大会”和


    “黎明派对”的联合创始人


    甜蜜区：


    社区、教育和转变

  


  尽管没有多少人能在校园改造项目中找到商机，但马修·布瑞马尔却总能发现其他人可能错过的潜力在可能性。


  “在大一那年，我和室友发现耶鲁大学正在翻新旧楼，以很大的折扣出售古董家具。于是，我们就跑到仓库里，看看他们在甩卖些什么。我们用50美元买下了一张旧的图书馆卡片柜，后来以1 000美元转手了。”马修解释说。于是，一门生意就诞生了。在第二次造访耶鲁的仓库时，马修和他的室友把自己的卡车开来了，清走了大部分库存。“我们自己租了间仓库，把所有的东西存起来，接着创建了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和eBay的店铺，然后开始出售这些存货。我们把它们宣传成一个拥有世界级教育机构珍贵历史文物的机会。我们还会给卖出去的每一件商品附上真实性证明。”最后，耶鲁的翻新计划结束了，而他们的库存也售罄了，于是这门生意也就自然而然地画上了句号。不过对马修而言，这一神奇的经历不仅让他学会了如何运营一家小型公司，还令他对抓住机遇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学习耶鲁的社会科学研究生课程时，马修创立了另一家名叫“翻越校园”（GoCrossCampus）的公司，并希望在毕业后全职发展这个社交游戏平台。不幸的是，这个应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马修开始在纽约市接一些网页设计的自由工作，并顺便进一步了解这个行业。他注意到，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尤其是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人的工作方式。“工作并不是与生活脱离的另一件事，工作也并不只是为了赚钱，你所做的工作应该本身就是令人愉悦和有意义的，”他解释道，“这就大幅度改变了传统的工作动机。”人们希望在生活和工作中利用数字化优势，对此能够提供帮助的技能和机遇越来越受到欢迎。


  马修再一次发现了一个机会：“身处纽约这个技术世界的中心，我们得以触摸最新话题和最热需求的脉搏。我们开始与雇主们沟通，确切地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正在寻找的东西。”他与三个朋友一起联合创立了纽约创业生态系统的中心“会员大会”。虽然“会员大会”一开始只是为前途光明的创业者们提供协同工作的空间，但没过多久就转变成了一种教育模式。按照马修的说法，他们现在“通过专注于提供技术、设计和商业方面的转行教育，来形成一个全球社区，从而令这些人能够追逐自己热爱的事业。”“会员大会”提供转行的课程包括日间、夜间和在线课程，其中既有一个半小时的简单课程，也有周末的研讨会，还有高强度的为期三个月的培训项目。


  马修的创业天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在圣路易斯（St. Louis）度过的童年。他的父母都是小公司老板，鼓励他去创造和寻找自己的道路。“在‘创客’（maker）这个词火起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是这样的家庭了，”马修回忆道，“我家地下室里有一间木工作坊，我们一直像孩子一样制作和设计东西。我父母虽然从来没有为我规划过具体的职业道路，但确确实实地培养了我创业精神。”


  如今，“会员大会”已经成为一家跨越4大洲、拥有14所学校的跨国企业，所在城市包括悉尼、香港、新加坡和伦敦。从2011年成立开始，马修和其他联合创始人已经募集了将近一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业务的扩张。


  对马修来说，有学生在运用了从“会员大会”学到的技能后改善了生活，这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他讲了一个受伤老兵的故事，这个人从伊拉克回来后想要重新开始。这个人得到了“会员大会”的机会基金（Opportunity Fund）的帮助。这一慈善奖学金计划为那些被人忽视的群体提供经济援助和教育指导，帮助他们完成网页开发的课程学习，从而得到做一名软件工程师的能力。


  在业余时间里，马修是火人节（Burning Man）的积极参与者。火人节是在美国内华达州黑石沙漠（Black Rock Desert）举行的年度节日。尽管环境荒凉，但75 000名爱好者会不畏艰苦，创造出一座充满了艺术、舞蹈和音乐的临时城市。他留意到，这一节日文化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毒品、酒精和疯狂派对，与很多人的健康价值观格格不入。发现了这一新的机会后，他与别人联合创立了一家新的创业公司“黎明派对”，这是社会实验、艺术项目和真正的超级派对的结合。


  “黎明派对”从火人节这样的节日中汲取灵感，围绕着音乐、部落文化、连接、舞蹈和健康等开展各种社区活动，那些正是马修觉得对这一代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观所在。虽然这些活动专注于艺术中狂欢的一面，想想那些DJ和舞蹈，不过参与者并不喝酒，而是饮用绿色的果汁和冷萃咖啡。活动的组织者也会引入朗诵诗人、瑜伽教练和冥想课程。对了，就像这个名字暗示的那样，这些活动都是在大清早开展的。它的受众群体是那些想要通过在舞池里蹦跶，让自己的能量和内啡肽爆棚，以此迎接一天工作的人。他成功了，首场活动在6点开始，售出了150张票，此后参与者的规模就不断扩大。和“会员大会”一样，马修再一次设计了一个社群体验的独特空间。“黎明派对”举办的活动已经进驻了4个国家的10座城市，并且正在计划向更多大型城市扩张，例如迪拜和柏林。2016年年初，布瑞马尔将“黎明派对”的概念延展开来，形成了名为“黄昏派对”（Dusk）的新点子。第一场“黄昏派对”在纽约市的一间犹太教堂中举办，吸引了来自各种宗教的800多名年轻人，他们在傍晚时分尽情舞蹈和庆祝。


  对布瑞马尔而言，他的成功就是帮助周围的人成功。“每位客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和经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说，“这里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们能追求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面对沃森和马修·布瑞马尔掀起的未来浪潮，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找到令人满意和充满生机的工作。培养情商、创造力、协作能力和建立信任关系的技能，这些似乎的确是未来职业生涯的明智赌注。


  智能时代下的工作选择


  当我们展望教育和职场的新时代时，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呢？在10年、20年和30年之后的未来，我们将会在哪里，又以何种方式寻找工作呢？有一种完全值得尝试的模式叫作“数据驱动型就业”。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如“英迪”（Indeed）、“怪兽”（Monster.com）、“玻璃门”（Glassdoor）、“职业塑造者”（CareerBuilder）等数字招聘网站的大规模扩张。领英已经成为在200个国家拥有超过4亿用户的全球人才发电厂。婚恋网站在社会上已经随处可见。调研机构“统计大脑”（Statistics Brain）的报告称，超过五千万美国人都尝试过在线约会，而“配对”网站（Match.com）的会员数量已经突破了两千万。(26)


  如果数字技术和数据分析已经能够发布数以亿计的职位空缺，也能向数百万人推荐职位，那么求职者和渴望人才的公司今后还能朝什么方向发展呢？领英的首席执行官杰夫·韦纳（Jeff Weiner）正致力于在10年内创造一份全球“经济图谱”，他的目标是让领英囊括世界上所有的职位列表、获取这些职位所需的一切技能、教授这些技能的所有教育机构、能提供这些知识的专业人士，以及这些人供职的公司和非营利性组织。领英已经提供了深度的搜索过滤条件，例如“寻找位于巴西、有Hadoop经验的工程师”，并着重突出具体技能集合的供需热点。它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提高透明度来让全球经济和就业市场效率更高。在这个新世界里，求职者可以更好地“淘”雇主，也能够找到可以帮助他们培养自身关联度和需求最大的技能的教育机构。为了达成这一使命，领英最近投资了“琳达”网站（Lynda.com），这是一家提供各种视频课程的网站。领英想要成为一个能预测用户将来的提升或职位的工具，由此自动推送“琳达”网站的课程，帮助这些职场人实现愿望。


  有了大数据的帮助，教育机构就能更有效地寻找学生，并提供满足雇主需求的课程。而雇主则得以访问更广、更深的人才库，尤其是在高需求领域的小众技能方面的人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识到“可预测职业规划”的厉害，像领英这样的大型技能市场将能够预测技能供需的走向，而且不仅能根据国家和行业分门别类地分析，甚至还可以具体到个人。在未来的世界里，具有职业思维的人将需要更牢固地掌控他们的职业生涯，即顺应内心、顺应职场，并成为一个技能和工作方面聪明的买家。


  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的世界已经准备好用大数据的眼光来看待职场。2015年6月，我们在第3章了解过的《情商3》的作者丹尼尔·戈尔曼给领英的首席执行官杰夫·韦纳写了一封公开信。下面截取了一部分原文。


  亲爱的杰夫：


  毫无疑问，领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建立专业联系和人脉关系网的平台。但我发现了一个可以改进它的方法。归根结底就是，要更看重性格，而不仅仅是证书和工作经验。


  领英的档案很自然地将重点放在专业成就上，但是你的专业能力、经验和成就都只是你这个人的一个方面而已。严格说来，它们表明的是基准性素质，即一个人胜任某个职位所需的能力。它们并不能表现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能表现出你的最大优势。在人力资源的世界里，这些没有体现出来的东西恰好都是“辨识性”能力，是区分明星员工和普罗大众的关键。辨识性能力的一个方面就是你的情商，即你如何管理自己和你的关系。你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吗？你在危机中能够保持冷静和清醒吗？你能专注于长期目标吗？你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吗，能倾听，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与人良好地合作吗？但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并不仅限于情商的高低，其中还包括你的性格。你诚实吗？你有同情心吗？性格很重要。正如弗雷德·基尔（Fred Kiel）发现的那样，拥有诚实、同情心等品格的管理者，他的业绩要比缺乏此类良好品格的人高出5倍。


  戈尔曼接着建议领英，在归纳技能档案时，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与品格培养和情商相关的活动，例如志愿者工作、个人关心的事业、企业责任等。我同意丹尼尔·戈尔曼的观点，即技能清单中必须包含诸如性格和情商这样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公司之间的高度契合。就像人与机器的大辩论一样，关于雇员与雇主契合问题的终极答案很可能是纯数据驱动模式和纯人性模式的混合体。人才数据库在识别、收集和筛选技能集合方面将做得越来越好，至于哪些人才能实现最佳业绩，这就需要智者们做出最后的决定了。


  将时间货币投资到技能之上


  正如卡尔·桑德堡在第6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时间是人生的唯一货币”。我们在未来究竟该如何使用它们呢？


  首先要明确一点：我们将来可以使用的时间货币肯定比现在多得多，而这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工作的看法。正如伦敦商学院教授、“未来工作”（Future of Work）的联合创始人琳达·格拉顿所说：“当人们能活到100岁时，职场会变成什么样？尽管这个问题看起来可能与现实毫无关系，但它正在以超乎你想象的速度变成现实问题。事实上，在当今的英国，50%的新生儿将活到103岁，而在日本则高达107岁。而且，能活到100岁的并不仅限于新生儿。如果你现在60岁，并且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么你的寿命就有很大的可能突破100大关……不仅是社会中的老一辈人发现，在超过了传统的退休年龄后仍然需要或想要工作下去，而且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已不得不通过调整自己的发展计划和工作方式，来确保能拥有漫长职业生涯所需的合适的技能和必备的精神状态。”(27)


  毫无疑问，我们会看到一路延展到60多岁、70岁甚至80岁的“长尾职业生涯”。工作的本质和目标很可能会发生变化。从传统上讲，职业生涯的主要关注点是工作场所以及“过上好生活”。而我在未来看到的是创业和自由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更多样化的工作目标。创立一家能够在网上销售商品和服务的公司，这已经成为身处职业生涯后期阶段的人普遍的收入来源和投身之处，并且这一现象还将加速发展。自由职业是劳务经济中最热门的增长部分，美国各个年龄层的自由职业者总数已经达到了5 400万人，其中有超过半数都是自愿而非被迫选择自由职业的。技术和社交网络的进步，正在让寻找和完成自由职业任务变得更为简单。(28)自由职业可能成为未来的职业长尾的重要支柱，雇主可以用报酬换取这些“出租大师”为其工作。一旦我们将技能当作卖点，就必须让它与时俱进。因为工作时间更加灵活，而且往往可以远程操作，所以就会有大量多余的时间，自由职业者所做的工作就可以带来有趣的事情和互动。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职业长尾，考虑如何在正常退休之后的岁月里找到目标，保持灵活性和关联性，并且有稳定的收入。


  获得收入的答案就是工作


  退休后，人们对收入仍有迫切的需求。对世界各地的高龄人口而言，稳定的收入是个巨大而又令人害怕的诱惑。在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令人吃惊：美国人65岁时的平均净资产只有300 000美元出头。(29)如果他们完全停止工作，只靠这些钱生活，那么估算下来年收入就不到20 000美元。即使退休金增加到100万美元，也只能让年收入增加到区区50 000美元左右。(30)更糟糕的是，我们再也无法依赖其他传统的退休收入来填补这一空缺了，企业年金和政府补贴所提供的支持已经大不如前。当过去利息较高时，我们可以将资产放到债券里去赚钱，靠着利息过上舒服的日子；可是现在，利率处于历史新低，并且短时间内毫无反弹的迹象。因此，除非你能继承遗产、在投资上获得暴利或中彩票，否则就会跟国内绝大多数人一样，在65岁之后挖空心思地寻求收入。对许多人而言，获得收入的答案就是工作。


  改进3个要素，享受幸福的工作


  如果我们注定要更努力、更长久地工作，要不断寻觅收入，甚至要与机器竞争，那么在未来的工作中还有幸福的一席之地吗？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东西能让我们幸福。关于这一点有许多理论，而我最喜欢的理论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幸福有方法》（The How of Happiness）的作者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31)柳博米尔斯基博士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致力于对幸福的科学研究。我之所以喜欢她的观点，是因为它鼓励我们思考那些能够去改变的东西。《幸福有方法》的核心前提是，我们的幸福程度可以由三个主要因素决定：在一个人的幸福中，有50%是基因决定的，10%是由生活环境决定的，而剩下的40%是由自愿、主动的行为决定的。


  1．我们的基因固定值。柳博米尔斯基写道：“幸福的固定值类似于体重。有些人生来就享有纤细的体形，即使不刻意减肥，他们也能轻松地维持体重。与此相反，有的人则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将体重控制在期望值上，而且稍有松懈，体重秤的指针就立马反弹了。”


  所以，那些幸福固定值较低的人就必须更努力地实现和维持自己的幸福感，而那些固定值较高的人在相似的条件下则更容易感到幸福。


  2．生活环境。我们的生活环境，包括收入在内，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一旦物质财富和安逸程度达到了某个阈值，我们的生活环境似乎就不会对幸福程度带来太大的影响了。事实上，有些研究认为，非常富裕的人们要比普通人更焦虑。此外，有很多证据表明，生活环境的改善可能并不会对幸福程度带来持久影响。通过一种叫作“享乐适应”（hedonistic adaptation）的过程，我们似乎会开始习惯这些东西，不再像第一次达到这一状态时那样感到愉悦。


  3．主动的行为。幸福程度中剩下的40%取决于我们的行为，也就是我们采取的自愿和主动的行动。这是柳博米尔斯基理论的核心：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基因的固定值，生活环境的改变又不会对幸福程度带来持久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的行为来提高和维持幸福水平。柳博米尔斯基指出：“幸福的秘诀自然在于这40%。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幸福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无动于衷地等待被满足。他们会主动让好事发生；他们追求新的知识、寻求新的成就，并控制自己的想法和感觉。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主动、努力地行动，就会对我们的幸福程度产生巨大的影响，远超幸福固定值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力。如果一个不幸福的人想要体验兴趣、热情、满足、平和和乐趣，他可以通过学习幸福者的习惯来促成这些好事。”


  《幸福有方法》大致描绘了12种“基于证据、得到科学研究支持的提高幸福感的策略”。其中包括：


  
    	表达感恩；


    	培养乐观的心态；


    	避免思虑过度和社会攀比；


    	多行善事；


    	维护人际关系；


    	发展合作的策略；


    	学会原谅；


    	增加心流体验；


    	享受生活的乐趣；


    	努力实现目标；


    	信仰宗教，寻找精神寄托；


    	关注身体健康。

  


  我从中选取了三种策略，将其应用到工作和职业生涯中。


  1．增加心流体验。“心流”（flow）的概念最初是由现任克莱蒙特研究大学特聘心理学教授的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32)提出的。在《当下的幸福》（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中，作者将心流描述为：“一个人的技能足以应付眼前挑战的一种感觉。此时，人的精力高度集中，以至于没有任何多余的注意力可以用来思考无关的事情或为其他问题忧心。这个人的自我意识消失了，而对时间的感觉也会发生扭曲。”一个处于“心流”状态的人表现为“用一种天衣无缝的无意识的熟练的方式行动，在其行为中产生流动的感觉”。


  专家们认为，心流是一种应当主动追求的有益状态。“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每一种心流行为……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它带来了一种探索感和一种将人转入新的现实中去的创造感。它会将这个人的业绩推上新的高度，并将他的意识带到之前做梦都想不到的状态。”柳博米尔斯基也赞成这一观点：“为了维持心流，我们就必须不断在挑战性更大的活动中测试自己……我们必须拓展自己的技能，或者找到新的运用它们的机会。这种感觉很棒，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在不停地奋斗、成长、学习，并变得更加强大、专业和多样化。”(33)


  我认为，我们都偶尔会体验到这种珍贵的心流感觉。对我而言，心流可能发生在我们向客户展示一种令人惊异的全新创意之时；或者当我们赢得了一单新的生意，战胜了世界上最强的竞争对手之时。在台上演讲某个我深深热爱的主题时，我可能也会体验到心流。在跟自己的摇滚乐队演出时，我也偶尔会感受到心流的魔力，我们会契合得非常完美，整支乐队就好像是一艘在大风中被大浪推起来的帆船一样直入云霄。你在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心流？什么东西能给你带来最大的愉悦？什么东西会让你沉浸其中？做什么会让你感觉时间过得不可思议地快？心流是有益的。在职业生涯中，你要成为一枚寻找心流的导弹。


  2．努力实现目标。科学家们声称，制订清晰的计划确实会让人更幸福。这对于如何规划职业生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与其思前想后，不如采取行动。将你能影响的东西都牢牢控制住，每年至少花一整天的时间反省和制订职业生涯的策略，进行职场盘点，尝试一些假设，确立目标，不断建立和更新你的职场燃料，监控你的进度。你要始终处于探索模式下，等待机会的出现，为令人兴奋而又不可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并享受这段漫长的旅程。


  3．表达感恩。在本书中，我最后想谈谈表达感恩。研究表明，说一句“谢谢”确实能让我们感觉更好。几年前，我87岁的父亲结束了他漫长、不拘一格而又成功的人生。(34)在我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他最喜欢的词语就是“感谢”。他感谢你来看他、感谢一杯茶或一杯水、感谢你播放了他最喜欢的老歌，也感谢你把枕头挪动了几厘米。他在这些感恩中得到了幸福。


  在职场生活中，我们都需要感恩。作为员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给我们机会、任务，并让我们加薪、升职和成长的人，也应该感谢那些与我们分享智慧的人。而作为老板，我们也必须感谢那些与我们合作、为我们工作的人，因为他们为我们献出了才华、精力、热情和技能。


  最后，我永远感恩自己做过的每一份工作。


  我一生中做过的有偿工作和学到的东西


  园丁：第一份工作　报酬为一美元


  铲雪承包人　加拿大的冬天没有尽头


  擦窗工　按单收费，不计时间


  油漆工　口口相传的力量


  保姆　责任心很重要


  遛狗员　对抗过敏症


  高尔夫球童　客户服务、毅力


  棒球裁判　评判、应付愤怒的成年人


  地毯推销员　商品捆绑销售


  上门推销员　克服被拒绝的恐惧


  洗碗工　谦卑


  酒保　顾客同理心


  保险专员　会计方法


  市场研究员　将数据转变成洞察力


  威士忌推销员　广告确实有用


  市场营销顾问　如何提出清晰的推荐文案


  监考官　遵守规则可以赚大钱


  大学讲师　统计学和人力资源相关的知识


  小公司的总裁　如何制订预算和偿还银行贷款


  品牌经理　品牌并不限于产品


  广告总监　贴近客户


  作家　勤奋地写才能写出好文章


  车库乐队的乐手　演奏节奏吉他和蓝调口琴是赚不到钱的


  
    职场望远镜

    THE LONG VIEW


    面临机器的竞争：明智之举是培养情商、创造力、协作能力和建立信任关系的技能。


    在哪里找工作：像领英这样的在线平台将成为公司寻找人才、个人寻找工作的主要场所。


    将时间投资在哪里：创业和自由职业将在不久的将来蓬勃发展，工作目标也将更多样化。


    怎样保持收入稳定：退休并不代表就能安享晚年，继续工作才能获得稳定的收入。


    享受工作的快乐：想在工作中更快乐，就需要提高幸福感，试一试文中的12种策略吧！

  


  致谢


  这本书的出版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妻子克丽丝、女儿克莱尔和艾莉森、住在蒙特利尔的母亲凯茜·费瑟斯通豪（Cathy Fetherstonhaugh）、我的兄弟罗布（Rob）和姐妹凯瑟琳（Catherine）。他们令我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以及整个人生中亨受着爱和支持，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好主意。克丽丝阅读和检查了每一份手稿的每一个字，她的额外劳动让这本书更加精进。我很遗憾父亲不能与我们一起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但我希望天堂里的他能赞许地点点头，并与陌生的朋友讨论这本书。


  我其实从来没有认真打算写一本书，不过有几个人在最开始鼓励和劝导了我。作家拉哈·哈佛希（Rahaf Harfoush）力劝我将自己的建议写下来，并积极与他人分享。在整个过程中，她成了我的一位关键研究者、采访者、大纲制订者和顾问。


  杰里米·卡茨（Jeremy Katz）帮助我在《快公司》杂志上刊登了第一篇文章，本书的雏形最早就是在这里形成的。洛兰·尚利（Lorraine Shanley）鼓励我写作，并把我介绍给了传奇的文学经纪人吉姆·莱文（Jim Levine）。


  感谢整个Diversion出版社的团队，包括出版人杰米·莱文（Jaime Levine）、编辑兰德尔·克莱因（Randall Klein）、负责市场营销的克里斯·马洪（Chris Mahon）、负责设计的莎拉·马斯特森·哈雷（Sarah Masterson Hally），以及我们的介绍人玛丽·卡明斯（Mary Cummings）。


  我由衷地感谢奥美团队，包括米什·弗莱彻（Mish Fletcher）、约瑟夫·诺斯特罗（Joseph Nostro）、斯蒂芬·麦莉奇高（Stefan Mreczko）、肯·麦克维（Ken McVeagh），也要感谢艾莉·汉森（Elli Hanson）对图书的出色设计。感谢奥美青年职业网络（Ogilvy Young Professional Network）团队，包括谢林·梅（Shelin Mei）、凯西·刘易斯（Casey Lewis）、夏洛特·斯帕彻（Charlotte Spatcher）、阿莱西亚·莫拉莱斯（Alessia Morales），尤其感谢“永动机”丹尼尔·杰德（Daniel Jeydel），他不知疲倦地进行研究、采访和数字营销。同样感谢我的执行官同僚约翰·塞弗特（John Seifert）、斯科特·墨菲（Scott Murphy）、迈尔斯·扬（Miles Young）、冈瑟·舒马赫（Gunther Schumacher）、卢·艾弗萨（Lou Aversano）、卡拉·亨德拉（Carla Hendra）和迪米特里·麦德奇的不断支持。


  《远见》离不开我们在本书中采访、咨询和调查过的许多人，他们的见解和智慧为本书增光添彩：


  穆罕默德·阿舒尔、伊夫·鲍德宏（Yves Baudechon）、米莱娜·贝里、保罗·贝里、马特·布隆伯格、马特·布莱特菲尔德（Matt Breitfelder）、马修·布瑞马尔、吉姆·邦恩、苏珊·凯恩、比尔·卡尔（Bill Carr）、艾琳娜·乔伊·斯特恩（Irena Choi Stern）、多里·克拉克、贾斯廷·克鲁亚尼斯、杰西卡·迪·皮特罗（Jessica Di Pietro）、威廉·福雷斯特（William Forrester）、朱尔斯·戈达德博士、托马斯·格拉夫（Thomas Graf）、亚当·格兰特、克里斯·格雷夫斯、劳拉·哈里森、托德·赫尔曼、奥朗·霍夫曼、阿兰·休斯敦、罗布·杰瑟普－拉姆齐（Rob Jessup—Ramsay）、布莱恩·乔尔森（Brian Jolson）、珍妮特·凯斯汀、萨肯·库尔卡尼（Saken Kulkarni）、史蒂夫·兰兹伯格（Steve Landsberg）、夏兰泽、马克·利纳、安德烈娅·龙格拉、苏珊·马赫泰格（Susan Machtiger）、约翰·曼哈特（John Mannhart）、尼罗弗·麦钱特、费利姆·麦格拉思（Felim McGrath）、卡尔·穆尔博士、雷切尔·摩尔、拉腊·奥谢（Lara O'Shea）、蒂姆·彭纳、丹尼尔·平克、休·派珀、戈登·波拉尼克（Gordon Polatnick）、汤姆·普里查德（Tom Pritchard）、汤姆·拉思、约纳坦·拉兹－弗里德曼、查克·里斯、琳达·鲁宾逊（Linda Robinson）、安东尼·罗德里格斯、凯瑟琳·瑞安（Kathleen Ryan）、斯蒂芬·萨卡、阿尔瓦罗·萨拉莱吉、詹恩·马丁·施万茨（Jann Martin Schwarz）、彼得·西姆斯（Peter Sims）、本杰明·斯内尔斯（Benjamin Snyers）、苏铭天爵士、罗里·萨瑟兰、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琳达·特纳、南希·冯克、芭芭拉·沃尔多夫（Barbara Waldorf）、亚历克斯·怀特、戴夫·威尔金、特蕾西·沃斯滕克罗夫特（Tracy Wolstencroft）、约翰·伍德（John Wood）。


  万一名单中有所遗落，那非常抱歉。我感谢你们所有人！


  最后，我想要感谢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三位重要影响者。特洛·皮里古彦（Tro Piliguian）是我在奥美加拿大以及后来在纽约的上司和导师。他让我拥有了登上国际舞台的信心，并慷慨地将毕生的智慧传授与我，而且几乎总是伴随着一顿美味的意大利佳肴和美酒。传奇的史蒂夫·海登（Steve Hayden）是我在职业生涯成形阶段的创意合伙人，他让我懂得了伟大想法和闪耀人才不可抵挡的力量。我何其有幸，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与人中龙凤夏兰泽共事，并为她效力。夏兰泽一直是个励志的领导者榜样：坚强、聪明、果断、公平、温暖且充满人性。


  译者后记


  “职业”几乎是每个人一生中不可回避的两个字，也有人说职业是我们的第二人生。鉴于一般人在工作上耗费的时间比例，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受到工作影响的程度，那样的说法丝毫不为过。事实上，在读完本书之后，我相信亲爱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职业生涯的时间之久、影响之大远超我们平日所想。本书作者布赖恩·费瑟斯通豪以其丰富的经验和论据表明，现代人的职业生涯大约持续45年之久，而且这个数字在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联系到国内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与实施，这样的情势已迫在眉睫。由于工作年限的提高，80后、90后乃至00后的职业轨迹可能与其父辈的就完全不同了。60多岁时，早晚接送孙子上下学、白天工作、夜里照顾年迈父母，这样的生活可能真的会成为现实。


  职场是个风起云涌的世界，随时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近年来，国内创业热情的高涨、经济局势的变化、新兴产业的出现、人工智能的崛起，它们无不对就业市场和我们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对你的饭碗造成威胁的不只是目前行业内的竞争对手，还有只增不减的创业公司、来自其他行业的搅局者，以及机器与人工智能。在这个变化速度越来越快，而职业生涯又越来越长的时代，这样的风险势必成倍增加。审视职场前景、制订应对策略就成了当务之急。如果只是安于现状，那么就无异于坐以待毙。


  欢迎和感谢手捧此卷的读者花费宝贵的时间，来与我们一起解读和展望自己的职业生涯之路，希望这本书能为你们带来有意义的启示和帮助。我也要感谢王旭泉老师和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做出的贡献。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张淑婵的一贯支持，以及在这个美好的春天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一位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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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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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潜：10步重塑你的个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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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Inc.》《纽约时报》推崇的“品牌专家”“个人重塑专家”倾力巨献！


  ◎重塑个人品牌的绝佳指南，打造你的形象和未来的不二之选！


  ◎古典、秋叶、罗伯特·西奥迪尼等激赏推荐！


  《优秀到不能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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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卡尔·纽波特写给每一位职场人的醒脑剂，是在“鸡汤”和“鸡血”盛行之下对工作和人生的深度思考和探寻。


  ◎本书也是投资自己、创造一番事业的重要指南！


  ◎我们当前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当激情思维被片面地鼓吹时，本书发出了极其重要的声音。


  《如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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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本尼迪克特·凯里是《纽约时报》高级科学记者，专注健康与科学报道30年，本书是他汇集了从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数十年科研成果中筛选出的精品。


  ◎本书会让你看到大脑汲取知识的真正途径，让你了解这台奇妙学习机器的运作原理，告诉你何时学、在哪学、怎么学，才能有效、轻松、不费力。


  《精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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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的史蒂芬·柯维”格雷戈·麦吉沃恩诚意之作。


  ◎本书将助你摆脱无意义的多数，专注有意义的少数，成就有意义、有目的的人生。


  ◎对于那些想要重新掌控自己的健康、幸福与快乐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作。

  


  (1)数据来源：未来公司2015年全球监控报告。


  (2)数据来源：未来公司2015年在美国的调查，调查样本为1 644人。


  (3)丹尼尔·平克，趋势专家、畅销书作家，TED演讲嘉宾，《驱动力》《全新思维》《全新销售》都是他的作品，简体中文版均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引进，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4)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福布斯》和福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


  (5)参见盖洛普（Gallup）在2014年和2015年对退休趋势的研究。如果想了解最新的数据和长期趋势，请访问Gallup.com。


  (6)《异类》的理论基础是“一万小时天才理论”，关于这个理论，可以参考该理论的提出者丹尼尔·科伊尔的《一万小时天才理论》。这本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注


  (7)这个数据基于美国2013年的人口普查得出，最近的消费者财务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表明，40岁的人平均净资产为38 500美元，而平均净资产最高的年龄是65岁，达到了309 000美元。


  (8)参见理查德·费罗尼（Richard Feloni）在2014年9月9日的商业内幕网站（Business Insider）上发表的文章《20个在40岁之后取得巨大成功的人》（20 People Who Became Highly Successful After Age 40）。


  (9)参见汤姆·拉思的著作《你充满电了吗》（Are You Fully Charged？）。


  (10)具体指的是在线招聘网站ZipRecruiter的《劳动市场报告》（Labor Market Report）。


  (11)“未来巨星”（Next Big Sound）现在隶属于潘多拉音乐电台（Pandora Music）。


  (12)此处的英文为Chief Execution Officer，“首席执行官”的英文为Chief Executive Officer。——编者注


  (13)摘自罗伯特·格林在2012年11月13日的福布斯网站上发布的《如何成为某一领域的大师》（How to Become the Master of Any Skill）。


  (14)如果想更多地了解哈勒姆区的爵士巡游，可以访问www.bigapplejazz.com。


  (15)参考A. L．达克沃斯（A. L. Duckworth）和其他人的作品。


  (16)关于50岁以上人群的创业趋势，可以咨询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和AARP.com。


  (17)数据来源：未来公司2015年对美国的调研，调查样本人数为1 644。


  (18) 501c3是一条美国税法中的条款，规定了对宗教、慈善、教育等机构的免税待遇。——编者注


  (19)数据来源：未来公司2015年全球监控。


  (20)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的经典著作《管理工作的本质》最新版已于2017年1月，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注


  (21)参见史宾沙管理顾问咨询公司在2016年3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越来越多的首席执行官职位都到了内部候选人手上》（More COE Jobs Go To Inside Candidates）。


  (22)数据来源：杰夫·内尔森（Jeff Nelson）在2013年7月22日的罗斯福网站（The Roosevelts）上发布的《最长的职业运动生涯》（The Longest Professional Sports Careers）。


  (23)数据来源：乔纳森·艾布拉姆斯（Jonathan Abrams）2009年10月5日在《纽约时报》上发布的《美国篮球职业联赛运动员退役后回到大学的方法》（N.B.A. Players Make Their Way Back to College）。


  (24)关于更多有关机器人和危险职位的内容，参见2015年9月11日的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机器人会抢走你的工作吗？》（Will a robot take your job？），网址：www.bbc.com/news／technology—34066941。


  (25)摘自克莱尔·凯恩·米勒2015年10月18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你在幼儿园学到的东西为什么对工作至关重要》（Why What You Learned in Preschool Is Crucial at Work）。


  (26)数据来源：“统计大脑”网站（Statisticsbrain.com）在2015年11月的在线约会数据。


  (27)登录琳达·格拉顿的网站“未来工作”（www.lyndagrattonfutureofwork.typepad.com），了解更多有关工作的统计数据和趋势。


  (28)数据来源：埃德尔曼与伯兰公司（Edelman & Berland）在2015年10月进行的关于自由职业经济的调查。


  (29)平均净资产＝309 000美元。SCF 2013。


  (30)数据来源：贝莱德公司在2016年2月28日计算的退休成本指数。到65岁积蓄309 000美元意味着预计退休年收入为15 000美元，积蓄1 000 000美元意味着预计年收入为48 544美元。


  (31)也可参见柳博米尔斯基的“个人与活动的匹配诊断”（Person—Activity Fit Diagnostic），这是个很有用的工具，能帮助你在12种策略中选择可能最适合自己的那个。


  (32)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íkszentmihályi）的代表作之一《创造力：心流与创新心理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注


  (33)也可参见埃德·巴蒂斯塔（Ed Batista）2009年2月8日在网站“edbatista.com”上发布的《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和〈幸福有方法〉》（Sonja Lyubomirsky and The How of Happiness）。


  (34)我撰写了一份精心整理的讣告，列举了我父亲各式各样的法学学位、志愿者活动和专业成就。一家当地的法语报纸对他更是盛赞，在头版头条将他称为“l’avocat pour tout”，即至高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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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史蒂芬·柯维”“精要主义之父”

格雷戈·麦吉沃恩

让关键的事情变得容易做你的人生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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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琐碎，直抵精要

对于麦吉沃恩来说，成为“精要主义之父”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曾经的麦吉沃恩与大多数人一样，会根据别人的建议而做出选择，而忽略了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促使麦吉沃恩做出改变的，是他的大女儿出生后发生的一件事。那天，麦吉沃恩在医院里陪伴妻子安娜和刚出生的女儿。当同事提出要他去公司参加会议时，虽然百般不情愿，但他依然回到了公司。然而，那次会面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麦吉沃恩本来是为了赢得客户的尊重而出席会议，但客户感觉到的却是他不悦的心情。

事情过后，麦吉沃恩开始反思并从中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如果你不能为自己的生活安排主次，那就只能任由别人为你安排。作为精要主义的提出者、倡导者和领导者，麦吉沃恩致力于帮助个人和企业摒弃琐碎，直抵精要。他的《精要主义》一书一经出版，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销售超百万册，被Goodread选为“一生中最值得阅读的领导力图书”。


GREG MCKE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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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麦吉沃恩还在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开办了“设计你的精要人生”课程，备受青睐和追捧。这门课的唯一目的是给学生们打造一个空间，用以设计他们的人生。每星期，学生们都自觉关掉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让自己的头脑开足马力地思考，练习经过深思熟虑后将最精要的少数从众多好东西中识别和区分出来。

永远选择最省力的路径

在《精要主义》出版之后，麦吉沃恩开始做一些全美巡回的主题演讲，签名售书，并分享他的心声。他去过的机场休息室、乘过的出租车和住过的酒店多到数不清。而比成为“精要主义之父”更棒的是，他成了4个孩子的父亲。他想为家庭投入更多的时间，为此，他拒绝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尽力成为精要主义的典范，但他发现，当他的生活已经被剥离到只剩重要事项时，要做的事仍然太多。他该怎么办？

对此他的结论是：不只要做正确的事，更要正确地做事。他提出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永远选择最省力的路径，让关键的事变得容易做，帮助人们轻松取得更多成就。这也是《轻松主义》一书的主张，这本书出版后，立即被《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评选为畅销书，在亚马逊“时间管理”类图书中名列第8。

把最重要的事，变成最容易学的事

麦吉沃恩创办了领导力培训公司McKeown Inc.，并担任CEO，旨在帮助个人和公司将80%的时间集中于重要的少数事务上，并且以聪明的做事方法轻松获得成功。这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他是领导力、巅峰表现和业务增长领域极受欢迎的演讲者，因为他总是能将最重要的事，变成最容易学的事。他在世界各地进行了数百场的培训，包括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英国、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和新加坡。很多国际级知名企业，如Adobe、苹果、谷歌、Facebook、皮克斯、Salesforce.com、Twitter、雅虎等，均邀请他到企业内进行演讲，带领大家找到突破自我，获取更大成功的有效方法。

作为活跃的创新思想领袖，麦吉沃恩曾受邀在“西南偏南”多元创新大会和艺术节发表演讲，也曾接受挪威王储哈康·马格努斯的邀请，在其年度创新会议上发言。麦吉沃恩还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青年领袖，他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上主持了一场关于“探索社会创新模式”的会议。麦吉沃恩因其独特而引人入胜的演讲风格而广受欢迎。Greater Public的活动组织者在请麦吉沃恩参加一场千人大会后说道：“我们做这个活动已经16年了，麦吉沃恩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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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章经常刊登在《纽约时报》《快公司》《财富》《赫芬顿邮报》等知名刊物及网站上，也是《哈佛商业评论》和领英上最受用户欢迎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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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1

放轻松带来的双重复利

杨天南

北京金石致远CEO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熬夜加班过度，反而拖低了工作成效；天天盯盘，反而亏损累累；给孩子报了很多兴趣班，反而令孩子兴趣索然？如果你遇见过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你正好可以读一下《轻松主义》这本书。

这本书无意中暗合了我的很多想法，例如“人生最优回报定律”，与我提倡的“追求人生综合回报最大化”异曲同工；再如“当你专注于你所缺乏的，你会失去你所拥有的；当你专注于你所拥有的，你会得到你所缺乏的”，正是我们常说的“珍惜在手的幸福”。

作者几年前写过另一本现象级畅销书《精要主义》，并在斯坦福大学开设了课程“设计你的精要人生”，致力于帮助人们摒弃琐碎，抓住精要。但当生活已经被剥离到只剩重要事项，时间还是不够用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者认为，一定还存在着另一条路，用正确的方法做重要的事，不必以身心俱疲为代价。想想如果将关键的事情变得容易做，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书的开篇讲述了一位社会精英人士的故事，他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后又到哈佛商学院深造，毕业后入职了一家顶级金融机构。他每周工作长达80小时，假日无休，因为在他接受的教育理念中，努力工作才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在这样争分夺秒的节奏中，时间到了2008年，他所在的公司破产了，他持有的股票下跌了97%！曾经所有的紧张熬夜、离家奔波，全都变得毫无价值。更要命的是，他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此时他才突然意识到，“更加努力”或许并不能让人更成功。

作者根据自己丰富的工作经历，在书中为我们描述了很多由于努力过头反而失败的案例，这令我想起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年届不惑之后，身边几乎每年都有人因为在事业快车道上超负荷奔跑而使健康出了问题，甚至酿成悲剧。人的一生面临着大大小小的选择，是这些选择造就了人的命运。是过把瘾就死，还是更长久地存在于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选择不可谓不重大。

针对这个宏大的选择题，作者最终提出的治愈方案是：放轻松。《轻松主义》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用轻松状态、轻松行动获得轻松成果的5种杠杆。在轻松成果部分，作者指出“读书是世界上回报率最高的活动之一”，至于读什么样的书，他提到了“林迪效应”（Lindy Effect），也就是一本书存世越久，它在未来留存的可能性就越高。所以，应该先读那些存世已久的经典作品。这点我极为赞同，因为通过阅读经典作品来学习作品中的智慧乃至重获健康的故事，我们身边发生了不少。近年来，有感于社会上追求“读多”的学习时尚，我们立下将巴菲特六十年股东信“十年读十遍”的宏愿。这个“多不如精”的学习计划至今己有3 000多人加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收到最多的反馈是“通过学习获得了心情的轻松和内心的宁静”。

日前，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浙江读者的邮件，题为“治疗顽疾的一剂良方”，这位读者在邮件中讲述的经历很好地印证了《轻松主义》作者的观点。这是一位年届不惑之年的企业经营者，他自述过去数年动用杠杆参与比特币投机，目标是赚十倍乃至百倍，但2020年比特币一夜爆仓，导致他血本无归。他说，爆仓那天，感觉整个人从大脑到心脏被重重地捶了一下，睡眠不好，加上情绪低落，再叠加懊悔，到了那个临界点，他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断了。一夜白头的故事虽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但他的大脑内部还是发生了一些异常。

他开始听到无休无止的“嗞嗞嗞嗞嗞嗞……”声，就像电流声那样，这种声音24小时无时无刻不在侵扰他，他根本没办法正常读完哪怕一篇文章。夜深人静时，这种恼人的声音让他无法入眠，安静不得，苦不堪言。他跑了当地和上海各大医院，遍访名医，包括脑鸣专家，得到的诊断是：大脑有一块区域疑似放电，未有器质性病变。他还做了脑电图，服用了抗抑郁、减弱脑部放电和滋养神经的药物，但是都没效果。此时，他想到了自己正在关注的“解读巴菲特六十年股东信”节目，刚开始收听时，他还会竖起耳朵仔细听，但不知不觉就会睡着。和风细雨的节目声音，说它有宁心安神的作用，一点儿都不夸张。坚持10多日后，他幻听的症状日渐缓解，精神变得好多了。

这个邮件中的案例印证了《轻松主义》的观点——阅读经典是物超所值的一件事。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主张发挥5种杠杆的力量，把产生线性成果的行为转变为产生复利成果的行为，由此，只要付出一次努力，就能一次又一次地轻松获得收益。不错，一旦“努力”超过一个临界点，更多的成本投入很难推动更多的边际产出，甚至可能反噬已有的成果。

人们感到不轻松通常源于自视过高或预期过高，因此，有人总结了“人生三部曲”——成年之后发现父母是普通人，中年之后发现自己是普通人，老年之后发现孩子也是普通人。人的一生应该先尽力而为，努力探索能力边界，让自己配得上想要的生活，接下来就应该顺其自然，因为说到底绝大多数的我们都是普通人。

回顾历史，能够穿越周期取得15%复利回报的人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世界顶尖投资家”，屹立投资界巅峰的巴菲特，在这个数字上的表现也不过是20%而已。看看巴菲特和芒格二人加一起近200岁的年纪，再想想毛泽东所写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会释然：一切要从学会放轻松做起，因为这样才可能一直健康活着，才可能享受既赚钱又赚命的双重复利。


推荐序2

高手为什么更轻松

喻颖正

公众号“孤独大脑”作者，“未来春藤”创始人

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过这样一个时刻：你突然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仅仅是因为你轻轻推开了某扇门而已。

几年前我开始学滑雪，起初一切很顺利，但从蓝道到黑道的进阶，我却怎么都难以跨越。然而偶然有一天，我按照教练的指引，克服自己的恐惧感，试着将身体向山坡下的方向倾斜，结果，我就这样学会了在陡坡上顺利地拐弯！

放轻松，不仅是很多运动中的要点，也是在生活和事业上成为“高手”的秘密：首先，因为放轻松，所以你可以专注于做对的事情；其次，因为放轻松，所以你可以将资源合理分配在正确的事情上，把事情做对。

千万不要被这本书的名字欺骗了，《轻松主义》里的“轻松”并不是指完全轻松，而是指举重若轻。书中讲述的放轻松的原理非常值得向你推荐。

轻松状态：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

轻松行动：用理性的方式把事情做对。

轻松成果：用杠杆效应和自动化获得复利。

我看过一个有趣的调查，在中国，90%以上的人都认为勤奋是一种美德，但在其他很多国家，这个比例要低得多。勤奋没什么不好，只是有时候人们会用“盲目勤奋”来逃避真正的思考。前阵子流行说“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很多人因此而认为“难的事情”就一定正确，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书中说：“不要‘英雄主义’，只要轻松的成功。”很多人逃离了所谓的“舒适区”，结果除了变得不舒适，什么都没得到。轻松主义倡导的价值观是：一个人应该做他擅长并且觉得舒适的事情。我们也不必老想着创新，“憋大招”，而是应该试着“将陈词滥调讲出新意”，如此不仅轻松，而且成功的概率更大。

人生是一场长跑，只有放轻松，做到轻而不浮，松而不懈，才能跑完全程。


引言

让关键的事情变得容易做

讲一个发生在帕特里克·麦金尼斯（Patrick McGinnis）身上的故事吧。1

麦金尼斯是一个满足人们所有期待、符合人们对精英的所有标准的人。他从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毕业后又读了哈佛商学院，后来加入一家顶级的金融和保险公司。他觉得自己应该长时间工作，也确实这样做了：他每周工作长达80个小时，即便节假日也是如此。他从来没有在老板之前离开过办公室，有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是他从未离开过办公室。他出差非常多，因此他获得了航空公司级别最高的常旅客身份，这个级别高得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与此同时，他在三个大洲的四家公司担任董事。有一次，他抱病在身却拒绝待在家里养病，结果在董事会议中不得不三次离席，去洗手间呕吐。有一次吐完回来时，一位同事说他脸色发青，但他硬是挺过来了。

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努力工作是生活中获得一切的关键。这是当代人的常见思维方式：工作理念体现一个人的性格，作为一名成就非凡的人，他已经把这一点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他不只是认为无休止的工作会带来成功，甚至还认为无休止的工作本身就是成功。下午5点下班意味着这份工作肯定不是很重要。他认定自己的努力工作最终会带来回报。直到后来有一天，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为之努力工作的公司破产了。那是美国国际集团（AIG），时间是2008年，他持有的股票下跌了97%。那些在办公室熬过的夜，那些去往欧洲、南美和中国无数红眼航班的飞行，那些错过的生日和庆祝活动，全都变得毫无价值。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个月里，麦金尼斯连床都下不了。他开始夜间盗汗，眼前变得模糊不清：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不仅眼睛看不清楚东西，而且整个人都变得不知所措，陷入迷茫。

麦金尼斯因压力过大而生病了，他找医生做了一些检查。他就像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描写的悲剧角色博克瑟马（Boxer the Horse）一样。博克瑟马是农场里最具奉献精神的劳动者，对每一个问题、每一次挫折的回应都是：“我会更努力地工作。”最后，博克瑟马因过度劳累而病倒，被送往屠马场。从医生办公室回家的路上，他做了一个承诺，并称之为“与上天的契约”。他向自己承诺：“如果我能痊愈，那么我一定会做出一些改变。”2

“更加努力工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麦金尼斯以前常常这样说。但他突然意识到，更加努力工作的边际收益实际上是个负值，这绝不是获得人生最优回报的好办法。

但他能做什么呢？有三个选项。

1．他可以继续这样工作，但这很可能把自己累死。

2．他可以降低预期，放弃自己的目标。

3．他可以找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去获得他想要的成功。

他选择了第三个选项。

他辞去了自己在美国国际集团原本的职务，但继续担任顾问。他不再每周工作80个小时，开始在5点就下班回家，周末也不再回复电子邮件了。他不再把睡眠当成一种无法避免的罪恶。他开始散步、跑步，吃得更健康。他减掉了11千克的体重。他开始重新享受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这时候，一个风投行业的朋友给了麦金尼斯一些启发。麦金尼斯的朋友做的不是大额投资，而是在自己看好的公司小额入股。这激发了麦金尼斯的兴趣。麦金尼斯投资了几家公司。他的投资组合已经产生了25倍的回报。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他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也感到很乐观，因为他不依赖单一的收入来源。他只花了过去一半的工作时间就赚到了更多的钱。显然，他现在所做的工作回报率更高，生活受到的打扰更少。他说：“我甚至没有感觉自己是在工作。”他从这次经历中学到的是：当你无法更加努力时，就该寻找一条更简单的路了。

你呢？你是否曾经感觉：

·　你跑得更快了，但没有更接近自己的目标？

·　你想做出更大的贡献，但缺乏精力？

·　你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

·　所有事情都比它应有的难度更大？

如果你对上述任何一个或者全部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那么，这本书就是为你而写的。现代人往往个个纪律严明，做事专注，对工作投入且富有激情，但同时他们也筋疲力尽。

无尽的拼搏不能带来无尽的成功

生活有起有落，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有它的节奏。我们要有努力拼搏的时候，也要有休养生息的时候。但现在，许多人拼得越来越凶，永不停歇，失去了节奏感，只剩下无休止的拼搏。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但现代生活中有些事情做起来就像在高海拔地区徒步旅行，空气很稀薄，就算往前挪动寸步也格外吃力。人们也许囿于对未来无尽的恐惧和不确定感，也许感到孤独和孤立，也许面对着经济上的焦虑或困难，也许受制于日常生活中让我们窒息的所有责任和压力。生活是艰难的，这种艰难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让人感到复杂或沉重，悲伤或疲惫。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令人备感艰难；失望感令人备感艰难；账单令人备感艰难；维持紧张的人际关系令人备感艰难；抚养孩子令人备感艰难；失去所爱的人也令人备感艰难。有时候，生活中的每一天可能都很艰难。

幻想一本书可以消除这些难题是不切实际的。我写这本书并不是轻视这些烦恼，而是想要帮你减轻烦恼。这本书可能不能把每一件困难的事情都变得易于解决和承担，但我相信，它可以让许多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一些。

面对重大的挑战感到不堪重负和筋疲力尽是很正常的。同样，为日常挫折和烦恼感到不堪重负和筋疲力尽也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如今，这种情况似乎更频繁地发生在我们之中更多人的身上。奇怪的是，许多人面对疲惫和压力的反应，是发誓要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这不起作用。我们的文化把筋疲力尽美化成衡量成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准。这里面隐含的信息是，如果我们没有总是筋疲力尽，那一定是做得不够；那些伟大的东西是留给那些流血的人的，是留给那些努力到几近崩溃的人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压倒性的工作量成为一种目标。

过度努力不是荣耀。

的确，努力工作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但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毕竟，我们能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是有上限的。我们的投入超过上限越多，我们通过努力得到的回报就越少。这个循环会一直持续，直到最后我们精疲力竭，却仍然没有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结果。你很可能懂得这个道理，也可能正在经历这些。虽然听起来有些残酷，但这就是每个人面对的人生回报定律，而用更少的努力，轻松达成想要的结果完全是有可能的，我称之为人生最优回报定律，也是我希望通过本书分享给你的东西。

如果面对困难我们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呢？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把自己逼到极限，而是去寻找一条更简单的道路，我们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呢？

不只要做正确的事，还要正确地做事

在我的第一本书《精要主义》(1)出版之后，我开始做一些全美巡回的主题演讲，签名售书，并分享我的心声。我经常带上我的一个孩子和我一同去经历奇遇，我和妻子安娜都很喜欢这一点。在一次这样的旅途中，我在预定的时间抵达签售处，发现有300人在排队，书店的书已经售罄，这是之前的活动中从未出现过的。那一年，我去过的机场休息室、叫过的优步车辆和住过的酒店房间多到数不清，晚上回到酒店时我总是兴奋而疲惫，然后叫一个客房送餐服务。《精要主义》的成功改变了一切。

那些读过或者听过这本书三四次甚至17次的人写信给我，告诉我这本书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有些情况下甚至挽救了他们的生活。他们都想与我分享自己的故事，而我也乐于倾听。我想在这些渴望成为精要主义者的人面前演讲，想回复每一封读者发来的邮件，想给每一个让我在书上签名的人写下个性化的留言，想亲切诚恳地倾听每个想分享其精要主义体验的人的故事。

但比成为“精要主义之父”更棒的是，我如今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我的家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全心投入其中。我想成为妻子安娜的贴心伴侣，为她留出空间，让她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哪怕好像总是不太方便，只要孩子们想说话，我都想认真倾听，想与孩子们一起庆祝他们的成功，想指导和鼓励他们去完成心中最重要的目标，无论那个目标是什么。我想和他们一起玩游戏，一起摔跤、游泳、打网球，一起去海滩，晚上一起吃着爆米花和零食看电影。为了给这些事情腾出时间，我舍弃了很多不必要的事务：我推辞了写新书的计划，即使被告知我“应该”每18个月写一本。我在斯坦福大学教学期间休息了一段时间，取消了创建工作室的计划。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挑剔过。问题是，我要做的事情还是太多了。更糟糕的是，我感到自己需要付出更多，而我已经没有余力了。

我尽力成为精要主义的典范，像我教别人的那样去生活。但这好像不足以应对生活给我的重任。我感到我的一个观念出现了裂痕，那也是我一直固守的：要想完成目标而不陷入无尽的忙碌或过度投入，我们只需要约束自己，只对重要事项说Yes，对所有其他事情说No。但现在我把自己搞晕了：当一个人的生活已经被剥离到只剩重要事项，且数量仍然太多时，他该怎么办？

那时候，我正在和一些非常有思想的企业家交流，有人提到了“大石头理论”（big rocks theory），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一位老师拿来一个巨大的空罐子，她把一些小石子倒入底部。接着，她试图把一些更大的石头放进去，但罐子已经装不下了。然后，老师拿来一个同样大的空罐子。这次，她先把大石头放进去，再把小石子倒进去，甚至还倒入了一些沙子。如图0-1所示，这次装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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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　重要事项与琐碎小事安排得当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大石头代表最重要的责任，例如健康、家庭和人际关系。小石子代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例如工作和事业。沙子代表像社交媒体和刷手机这样的事情。“大石头理论”与我一直以来的认知很相似：如果你将最重要的事情置于首位，那么你不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腾出了空间，也为其他琐事做好了安排。但如果反过来，你先忙完那些琐事的话，就没有精力处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了。那天晚上，我坐在酒店房间里想：如果大石头太多该怎么办？如图0-2所示，如果绝对重要的工作跟“罐子”的尺寸不匹配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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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2　重要事项与“罐子”的尺寸不匹配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接到一个视频电话，是我的儿子杰克用我妻子的手机打来的。这很不寻常，我立刻警觉起来。杰克脸色苍白，语气很急迫，他看起来很害怕。我能听见妻子的声音，她在旁边指示杰克“把手机转过来”，好让我看到发生了什么。杰克试图解释：“伊芙出了点儿问题，她本来好好地在吃东西，突然她的头开始晃动……妈妈让我给你打电话。”伊芙出现了严重的癫痫大发作。

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我完成了接下来的事情：匆忙打包行李，乘坐红眼航班回家。但接下来几星期发生的事情令我情绪消沉。我们频繁造访医院，请教医学专家。朋友和家人不断打来电话，他们想知道我们过得怎么样，询问能帮上什么忙。与此同时，我发现所有的待办事项并没有由于我处于危难之中而神奇地消失。我仍然需要重新安排主题演讲的时间，需要取消航班，需要回复重要的邮件。压迫感袭来，我开始超负荷运转，有时候，这几乎令我窒息，令我崩溃投降。这种感觉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终，我意识到目前的局面：我透支了。我写了一本书来告诉人们如何成为一名精要主义者，自己却不堪重负，顾此失彼。我发自内心地想成为一名完美的精要主义者，但我没有冗余的事项可以舍弃，所有事项都很重要。最后我对安娜说：“我不行了。”

对此我的结论是：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正确的，都有正当理由。但是，我做事的方法不对。我就像一名努力使用下背部肌肉举重的选手，一名没有学会正确呼吸方法的游泳者，一名煞费苦心徒手揉制每块面团的面包师。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我在说什么。你对自己的工作保持高度投入，但这令你自己处于透支的边缘，你竭尽全力，但仍然感觉做得不够，重要事项多到超出日程安排，你想做更多的事情，却没有余力，你在重要的事情上取得了进展，却由于过度劳累而无法从成功中收获任何快乐，我猜你一定能体会这些感觉。

对于付出了这么多的你，我要说：还有另一条路。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那么艰难地完成，不是要我们筋疲力尽事情才能取得进展，我们做出贡献也不必以身心健康为代价。当重要的事情变得难以处理时，你要么放弃它们，要么寻找一种更简单的处理方法。

《精要主义》帮助我们做正确的事情，《轻松主义》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做。自从写了《精要主义》之后，我获得了与成千上万人交谈的难得机会，谈论他们在追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时所面对的挑战。有些交谈是面对面的，有些是通过社交媒体，还有一些是在我的播客上。这是一场多年的聆听之旅。有那么多人无助地与我分享他们面对重要事项时遇到的困难，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机会。

我所了解到的是，大家都想做好重要的事。我们想减肥，想为房子或退休攒钱，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就感，想与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一切难以实现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缺乏动机，因为如果只要有动机就可以的话，那么我们早已达到了理想的体重、能够量入为出、拥有了理想的工作、享受着与最重要的人亲密而有意义的关系。

事实是，仅有动机还不够，因为时间与精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为了在重要事项上真正取得进展，我们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应对工作和生活。我们可以通过把重要事项变容易来获得更好的结果，而不是一味地加倍努力。

对一些人来说，“减少努力”的理念会令人不舒服，这会令他们有偷懒的感觉，令他们担心落后于人，或是为没有“多走一英里”而内疚。一定要摆脱这种心态，即认为做困难的事情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不仅迷信困难，还怀疑所有做起来容易的事。

轻松地实现目标并不代表一个人没有上进心，它是聪明的体现，是一种让人得以从“艰辛”和“懒惰”中解脱的替代品：它让我们既能保持清醒，又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

如果关键的事情做起来更容易，重要的事情做起来更轻松，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你一直拖延的重要事项变得令人乐在其中，而无意义的琐事对你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呢？这样的转变对我们大有裨益，甚至会颠覆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本书的价值主张，它主张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让人们轻松取得更多成就，让人们无须过度努力就能获得理想的结果。

以轻松状态、轻松行动，轻松获取理想成果

这本书由三个简单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帮助你恢复“轻松状态”，第二部分教会你采取“轻松行动”；第三部分揭秘5种杠杆力量，让你轻松实现理想成果。每一部分都建立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之上。

想象一名NBA球员站出来罚球的场景。

第一步，他们进入“特定的区域”，站到罚球线上的那个“点”运球，这是一个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的例行仪式。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如何放空自己，抛开所有情绪，屏蔽周围人群的噪声。这就是我所说的“轻松状态”。

第二步，他们弯曲膝盖，肘部弯成直角，然后抬臂、抖腕、将球投出。他们一直训练这套精准、流畅的动作，最终将它深深植入肌肉记忆。他们的动作毫不费力，做得流畅又平稳。这就是“轻松行动”。

第三步，球在空中划出弧线，落入篮筐，发出令人满足的“嗖——”的声音，那是完美执行罚球的声音。这并不是偶然，他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做到。这就是“轻松成果”的实现。

第一部分：轻松状态

当我们的大脑满负荷运转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更困难。疲惫使我们慢下来。不合时宜的假想和情绪使我们难以处理新的信息。日常生活中无尽的杂务，让我们分不清轻重缓急。

所以，让事情变轻松的第一步，是清除我们头脑和心中的混乱。这就是我所说的进入“轻松状态”（如图0-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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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3　如何定位“轻松状态”



你很可能曾经历过这种情况：你感到精力充沛，平心静气，全神贯注，完全专注于当下。你清醒地认识到当下什么是最重要的。你感觉自己有能力在正确的时间采取正确的行动，你进入状态了。

本书的这一部分提供了恢复到轻松状态的可行方法（如图0-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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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4　完成重要事项的不同状态



第二部分：轻松行动

一旦我们找到了轻松状态，采取轻松行动就变得更容易了。但是我们仍然可能遇到种种复杂的情况，让我们难以启动或推进一项重要任务。完美主义使重要任务难以启动，自我怀疑使它难以完成，试图做得太多、太快，则会使动力难以持续。

本书的这一部分是关于如何简化流程来使工作本身变得更容易。

第三部分：轻松成果

当我们采取了轻松行动，就更容易获得“一次”想要的成果。那么，我们能不能反复获得这样的成果，却不需要再付出更多努力呢？

“成果”有两种类型：线性的和带来复利的。

当你的努力产生了一次性的收益，你就会得到一个线性的成果。每一天你都从零开始，如果你今天没有付出努力，那么今天就不会获得成果。这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你付出的努力与收获的成果成正比。

复利成果则是指你付出一次努力，就能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收益。在最初投入之后，你会持续获得成果，不管你是否又付出了额外努力。你睡觉的时候会获得成果，休假的时候也会获得成果。复利成果几乎可以是无限的。

单次的轻松行为会产生线性成果，而当我们将轻松行为应用于高回报率的活动时，我们获得的回报会叠加，就像储蓄账户的利息一样。这就是我们创造复利成果的方式。

获得一个优质成果很棒，一次又一次轻松地获得优质成果是最棒的。本书第三部分就展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

更容易的方式一直都在，找到它

发现轻松的生活方式，就像使用特殊的偏光太阳镜进行飞钓。如果没有眼镜，水面上刺眼的光线会让人很难看到水下游动的东西。但你一旦戴上眼镜，镜片就会过滤掉来自水中的横向光波，屏蔽掉刺眼的光线。突然，你可以看到水下面所有的鱼了。

当我们习惯了用“困难方式”做事，就如同被水面上刺眼的光线蒙蔽了双眼。但一旦把“轻松方式”的想法付诸实践，你会看到，更容易的方式一直都在，只是隐藏在了视野之外。

我们都体验过“轻松方式”是什么感觉。比如，你是否曾经：

·　发现处于放松状态时更容易投入地做事？

·　在某件事上付出了较少的努力，最终却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　在没有投入额外努力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收获成果？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很简单：试图帮你理解轻松状态的运作机制（如图0-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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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5　保持轻松状态是赢得轻松成果的核心



当然，我们无法让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变得轻松。但我们可以尽量让多数事情变得不那么艰难，然后让它们变得更容易一点，最终变得极其容易，甚至毫不费力就能完成。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一些专家，阅读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借鉴了行为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的知识。我以一种严谨的态度探索着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怎样才能让最重要的事情做起来更容易？”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与你分享我所学到的一切。正如英国伟大作家乔治·艾略特所说：“如果不是为了让彼此过得轻松一点儿，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3


测一测　你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轻松吗

·　要实现超出预期的成绩，必须付出超出预期的努力，这是对的吗？（　　）

A．对

B．错

·　如果没有将所有可能的因素都考虑周全，就不应该迈出第一步。这是对的吗？（　　）

A．对

B．错

·　以下行为最符合轻松主义的是（　　）

A．让你的大脑被抱怨、妒忌、愤怒等情绪负担长期占据

B．每天都给自己安排超出预期的工作，让自己保持忙碌

C．坚信“更重要的事一定意味着更艰难，容易的事不值得去做”

D．放下执念，不追求完美，万事都从最简单的第一步开始做


扫码鉴别正版图书，

获取您的专属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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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5项要素，选择最省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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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好的罚球手不是迈克尔·乔丹或者斯蒂芬·库里，而是艾琳娜·戴尔·多恩。她职业生涯的罚球命中率为93.4%。这不仅是职业女子篮球联赛（WNBA）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就算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中，也是最高的。再看看她的季后赛纪录，你会发现，季后赛纪录的罚球命中率更高：96.4%。因此，她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罚球手。1

她的成功秘诀在于，始终遵循自己从八年级就开始练习的一套简单动作：走上罚球线，右脚找好位置，双脚平齐，运三下球，手臂弯成“L”状，然后把球举起、投出。“如果你能让自己的动作尽可能地简单，就不太容易出错，”她说。这套动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不要过度思考。罚球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让太多的东西出现在你的脑海中。”换句话说，多恩的成功秘诀在于，她能够进入我所说的“轻松状态”。

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拥有极强性能的超级计算机，天生就能够快速学习、凭直觉解决问题，并轻松地计算出下一个该做的动作。在理想条件下，我们的大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运行着。2但就像超级计算机一样，大脑的表现并不总是最理想的。想一想当硬盘被下载的文档和浏览数据塞满时，电脑的运行是如何慢下来的吧：此时的电脑仍然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处理能力，但它已不太适合执行一些基本功能。同样，当你的大脑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不合时宜的假想、负面情绪和有害的思维模式挤占时，你就没有多少脑力去执行最重要的任务了。

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负荷理论解释了这种情况。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和脑科学教授妮莉·拉维（Nilli Lavie）曾就认知负荷理论发表过大量文章，根据她的说法，我们大脑的运算空间很大，但也有限，每天能处理约6 000个想法。所以当我们遇到新的信息时，如何分配剩余的认知资源，大脑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的大脑天生会优先考虑那些“情感价值”高的情绪，如恐惧、怨恨或愤怒，这些强烈的情绪通常会胜出，因此，留给我们解决重要问题的脑力资源就更少了（如图I-1所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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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　脑力资源受情绪挤占的状态



当你的电脑运行缓慢，你所要做的就是按下几个按键，清除所有浏览数据，机器的运转立即会变得更流畅。用类似的方式，你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策略来抛弃所有杂念，避免它们使你脑中的“硬盘驱动器”变慢。按下几个按键，你就可以恢复到原始的“轻松状态”（如图I-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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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2　干净清爽的轻松状态



也许你已经体验过恢复到“轻松状态”是什么感觉。想象一下，漫长的一天结束了，你头痛不已，不记得手机或钥匙放在哪里了，哪怕是最小、最合理的要求也令你充满怨气。比如一位客户发来一条含混不清的语音留言向你询问某个信息，或者你的孩子想让你接他下钢琴课。此时，老板发来一条建设性的工作反馈让你立刻崩溃了——你确信自己就是个废物。你对自己的爱人也感到烦躁，找不到合适的话来表达你所感受到的重压。你很疑惑，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这么艰难？但是，在一顿温暖的晚餐、一个热水澡以及一夜安眠之后，事情看起来全然不同了。你头脑清醒地醒来，感恩新的一天。你找到了你的手机和钥匙，没人动过它们。那条语音留言该怎么回复，你也很快有了思路，这其实也没那么令人犯难，而且你回复得很有风度。你在做你最想做的事，那就是接孩子下钢琴课，并且安静地坐在车里和孩子共处几分钟，聊聊钢琴课的收获。你知道该对你的爱人说什么了：“我很抱歉！请原谅我。”你感谢老板的反馈，并且你是真心的。就这样，那个充满活力的你又回来了。

当你回归“轻松状态”时，会感到身轻如燕、心如明镜。首先，压力更小了，重担卸下了。你不再处于重压之下。突然之间，你拥有了更多能量。同时，这也意味着眼前充满光明。当你卸下心中的负担，排除脑海中的杂念时，你就能更清晰地看待事物。你可以识别正确的行为，点亮正确的路径。“轻松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身体放松，没有情绪负担，精神保持振奋。你全神贯注，专注于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你能够轻松完成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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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选择最省力的路径。

Always seek
the easiest path.


“我要凌晨4点起床处理图片，有没有搞错？！”金·詹金斯（Kim Jenkins）想成就一番真正重要的事。但是，她总是感到压力巨大。一方面，她所在的机构正在经历一次大规模扩张。几年来，客户增加了一倍，然而他们还是靠着与过去几乎一样多的员工和资金在经营。随着机构的扩张，所有事情都变得更复杂了——新出台且难以解读的内部政策，用来掌控合规性的繁杂的新系统——工作流程变得很烦琐，现在他们所有的项目和程序都要耗费更多精力和时间。“好心办坏事”的人只多不少。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它复杂得令人抓狂、复杂得毫无必要。因此，完成工作就需要付出非常艰巨的努力了。詹金斯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她说：“我认为，如果我没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没有牺牲掉我所有的时间，那我就是极度的自私。”

后来有一天，她突然醒悟。她发现，这一切本该可以更容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说：“我明白这一切压力是怎么来的了，一层又一层不必要的复杂性在叠加。此刻我已经看清了这种复杂性持续扩张的过程，我被这种复杂性压得喘不过气来。”她认为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面对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时，她会自问：“有没有更容易的办法？”

很快，试验这种方法的机会就来了。一位老师打电话给她，问她能否让她的摄像团队去录制一整个学期的课程。如果是在过去，她会全力以赴，让她的团队工作四个月，并设法超额完成任务：添加音乐、片头和片尾以及制作图表。这一次，她想知道能否用更容易的办法来达到想要的结果。在与老师简短的交谈之后，她得知这些视频是单独为一名学生准备的，这名学生由于需要接受体育训练而不能每节课都到场。此次课程录制不要求多高的水准，只需要帮这名学生避免落下课程即可。所以詹金斯想：“就让他们请另外一名学生用智能手机来录制那些课程行不行呢？”“那位老师对这个解决方案很满意。”詹金斯说。就这样，她只花了两三分钟的时间去谋划这件事，就避免了她的摄影团队数月的工作量。

重要的事也可以是容易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牺牲了时间、体力和脑力，并且确信这种牺牲是必要的。问题就在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使人们用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把事情粗暴地分为“重要且艰难的”和“容易且琐碎的”。大多数人奉它为铁律：容易的事情都不重要，艰难的事情才重要。

一些日常用语更是深刻反映出我们这种偏见。想想这些耐人寻味的英文词组吧：当我们完成某些重要事项，会说付出了“血汗与泪水”（blood sweat and tears）；当我们描述重要的成就时，会说这些成就是我们“辛苦赢得的”（hard-earned），而我们本来可以只说“赢得”（earned）；当我们描述日常工作时，我们喜欢说经过了“一天的辛勤工作”（a hard day’s work），而实际上“一天的工作”（a day’s work）就足够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意思了。1还有一些常用语更是泄露了我们对“容易”的怀疑。当我们说到“易得之财”时，是在暗示这笔钱财是通过非法手段或者可疑的手段得来的。当我们试图否定他人观点时，我们会说“你说得倒容易”以示批评。我们似乎未经挣扎就默认了这些说法：“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但为之努力是值得的”，或者“虽然这真的很难实现，但我们应该努力”，这种默许令我感到惊奇。我们好像都自觉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正确的方式必然是更难的方式。

从我的生活经验来看，几乎没人质疑这一点。如果你挑战这些看似“铁律”般的偏见，可能会发现它并不容易被撼动。有些重要而有价值的事情，是否可以变得更容易？我们甚至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这个问题。“完成重要事项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对我们造成了阻碍？相反，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某件事令人感觉困难，只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更容易的解决方法？

永远选择最省力的路径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地抵制它认为困难的东西，而接受它认为容易的东西。这种偏见有时被称为“认知放松原则”（cognitive ease principle，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2)提出）或“最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我们天生倾向于选择阻力最小的方法来实现我们想要的目标。这个原则起作用的例子很常见。我们倾向于在街角那家价格偏贵的便利店买东西，因为这比开车去物价低廉的商场更容易。我们倾向于把盘子扔在水槽而不是洗碗机里，因为可以少做一个步骤。我们倾向于允许十几岁的孩子在吃饭时发短信，因为强行禁用手机更容易引发争吵。我们在网上查询某个问题时，会倾向于采纳最先看到的那条搜索结果，哪怕这条搜索结果的可信度最低，因为这是获得答案的更容易的方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对省力的偏好是有益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试想一下，如果人类偏爱阻力最大的路径会怎样？假设我们的祖先会发自本能地探究获取食物最难的方式是什么、为家庭提供庇护最难的方法是什么、在部族中维系关系最难的方式是什么，那他们是不可能成功活下来的！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生存得益于对最省力路径的先天偏好。

如果我们能不去与“寻找最省力路径”的天生本能做对抗，而是拥抱甚至利用它，使它成为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能不纠结于“应该怎样对付这个真正困难但又至关重要的事情”，而是直接把问题倒过来问“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是否可以变得容易呢”，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过度努力让你更难得偿所愿

在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关键时刻，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客户让我做三场关于领导力的演讲。他们告诉我，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准备在下一年或未来几年继续聘用我。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职业突破。我很了解他们的需求，而且我有准备好的内容，他们也已经确认过了。

第一场演讲的前一天下午，我打算对演讲稿做最后的润色。它看起来已经很好了，但我担心它不够完美。我决定推翻一切，重新开始。很快，我被一个新的想法所吸引，我确信这个想法会令他们惊叹。最终，我熬夜重写了我的整个演讲稿，做好了新的幻灯片、新的讲义。当然，所有这些新的内容都是未经测试的。

第二天早上开车到那家公司的路上，我感到疲惫不堪，我的脑海中模糊一片。当我到达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演讲一开始，我就心头一沉。我的开场白毫无亮点，我对幻灯片也不熟悉，不得不频繁地回头去看屏幕，有一张开头部分的幻灯片也没能传达我想表达的观点。总之，我失败了。离开的时候，我感到胸中郁结。我本来已经得到这个绝佳的机会了，却把它搞丢了。这家公司取消了另外两场演讲，当然，也没有与我续约。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丢脸的失败，永远都是。这段经历几乎把我搞垮，而我最后还没得到想要的结果。

我开始反思一切怎么会变得如此糟糕，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抓住这次演讲的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得太多了，设计得过分了，努力过头了。结果，我“反胜为败”。我得到的教训是，努力过头会让我更难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我开始意识到，在人生中每一次失败的背后，我几乎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很少由于不够努力而失败，我失败都是因为我努力过头了。

我们一直都习惯于相信这样的假设：要实现超出预期的成绩，必须付出超出预期的努力。结果，我们让事情变得比实际情况更难了。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倒置思考，也许这事儿很简单呢？

德国数学家卡尔·雅各比（Carl Jacobi）以擅长解决棘手问题而闻名，他发现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Man muss immer umkehren”，翻译过来就是“倒置，永远倒置”。2

倒置是指把假设或者方法翻转过来，反向解决问题，思考“如果相反的情况是对的会怎样”。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会使你忽视其他显而易见的视角，倒置可以帮助你发现这些视角。倒置可以使我们思维中的错误凸显，打开我们的思路，让我们以新的方式做事情。假设“所有重要的事情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是看待问题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对很多成就非凡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方式。他们已经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哪怕是在疲惫不堪或备受压力的状态下，他们也善于通过强力推进来完成任务。倒置思考指的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待问题，它意味着这样发问：“也许这事儿很简单呢？”也意味着学会在专注、清醒和冷静的状态下解决问题，更意味着善于付出更少的努力就能完成任务。

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第一，获得超人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所有难到无与伦比却重要的工作。第二，把难到无与伦比却重要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一旦我们把问题倒置过来，那些看起来难以应对的日常事务也变得更容易了。比如，有一天我在整理我的办公室，当我扫视房间时，我看到一台最近替换掉的旧打印机，它已经在我办公室的地板上放了几个星期，很占地方。每次看到它在那里，我都很苦恼。但是，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到处理它所需要的所有步骤：第一步，做出将它保留还是丢弃的决定；第二步，计算更换彩色墨水的成本；第三步，找到一个可以丢弃它的地方。每一次，这些步骤所涉及的工作都烦琐到足以令我的脑海中出现这样的抱怨：“太麻烦了！”所以，很快，我就心甘情愿地让它继续待在地板上了。

然而这一次，我问自己：也许这事儿很简单呢？我假设的完成任务的必要步骤会不会都不是必要的步骤呢？我抬起头，碰巧看见窗外有一名建筑工人经过。我走出去，问他是否愿意免费带走那台打印机。他说可以，然后这台打印机就被带走了。我在提出倒置问题后不到两分钟，麻烦就解决了。

当我们感到无力应对时，可能并不是由于问题本身十分复杂，而是我们在头脑中把问题复杂化了。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也许这事儿很简单呢？”这是一种倒置思考的方法，看起来容易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也正是因为它容易，才如此有用。

“无关紧要”的一击，轻松瓦解奴隶贸易

废奴主义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心怀伟大的坚定信念，从事着一项艰苦卓绝而又重要的工作。作为19世纪初的英国议会议员，他为反对奴隶制、争取道义而斗争。他对他那一代人发起号召，想通过全面立法来打击奴隶贸易，从而结束这种野蛮和不人道的制度。3然而，尽管付出了所有努力，倾注了所有热情，他却未能在法律层面取得丝毫进展。他的对立方很强大，一些有权有势的政党极力维持现状，一些人保持中立，无暇顾及废奴事业，还有一些人虽然关心这件事，但提供不了足够的帮助。推进废奴主义的阻力太大，奴隶制背后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干扰因素太多了。

后来，他的一位同是废奴主义者的同伴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想到一个主意。他没有继续正面攻击这个制度，而是采取了一个更迂回的方法。

1805年，斯蒂芬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乔装的战争，还是中立国国旗的欺诈？”（War in Disguise or the Frauds of the Neutral Flags）。他在文中反对交战国在船只上使用中立国国旗。当时法国和英国处于交战状态，法国货船悬挂着中立国美国的国旗航行，利用海商法来保护他们不被敌人扣押。当时，大部分前往西印度群岛的贩奴船也悬挂美国国旗。根据当时的法律，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英国海军拦截。斯蒂芬看到，如果英国修改法律，取消这种保护，就没有奴隶贩子敢让自己的船只去航行了。失去中立国国旗的保护，大多数英国奴隶贸易都会消失。斯蒂芬担心，如果提到奴隶贸易，他的观点可能会被驳回，因此他把文章内容集中在战争问题上。这篇看起来毫无争议的论述很快就发表了，基本上没有遭到反对。

事实上，这篇看似无关紧要、存心不露锋芒的文章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从1807年1月开始，受斯蒂芬的启发，英国枢密院颁布了一系列针对拿破仑的战争措施，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4随着当时英国内部的奴隶贸易逐渐被削弱，枢密院的这项举措很容易就带给奴隶贸易致命的一击。仅仅两个月后，1807年3月25日，随着《废除奴隶贸易法案》（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Act）的通过，奴隶贸易被正式宣布为非法贸易。5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目标对我们而言是几乎无法实现的，是难以企及的。但是，一旦我们找到一种间接的方法，这些目标的实现就可以变得不那么困难了。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面对不同危机时也做过类似的事情。自从成立以来，西南航空公司的商业模式一直依赖于保持低成本和使飞机在降落后迅速周转，这两个目标与传统的机票打印系统并不相容。当时，旅客已经习惯了一种行业惯例，那就是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拿到一张打印好的机票。不过，局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套系统为所有乘客打印纸质机票的成本很高，而且在登机口打印机票也很费时间，所以高管们不得不商讨，是否要花费200万美元打造一套现代票务系统。

打造现代票务系统似乎势在必行。管理层认为，如果公司不这样做，就有破产的风险。但对于一家低成本运营的航空公司来说，200万美元的额外花销是对利润的一个巨大冲击，尤其是当这笔花销用在了那些除了迎合行业习惯以外没有实际用途的事情上时。

西南航空公司联合创始人赫布·凯莱赫（Herb Kelleher）坚称，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我们召开了一个管理层会议，试图弄清楚该怎么做，”他回忆说，“当时有人高声问道，‘我们真的需要在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对机票的看法吗？我们自己对机票的界定难道不是更重要吗’，我们都本能地回答说，‘对，我们只在乎我们认为票是什么样子’。然后那位经理说：‘那我们不如干脆打印一张纸，将我们的机票定义成这种简单的形式。’”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西南航空公司决定推行一种用普通纸张打印的、从毫无装饰的自动售票机上获取的“机票”，而不是浪费时间和资源打造一个昂贵的票务系统。他们只是对这个昂贵票务系统的复杂特点与功能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就揭示出一个简单得多、便宜得多、更易执行的方案。

摆脱那些让问题看起来很难的假设，你会惊讶地发现，简单易行的方案会层出不穷。

不要“英雄主义”，只要轻松的成功

市场营销作家塞思·高汀（Seth Godin）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感觉把一项业务推上坡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刚起步的时候，那么不如试着问一句，为什么不去开启一项新业务，一项你可以推着下坡的业务？”6

领英的联合创始人之一里德·霍夫曼说过：“我逐渐了解到，商业战略的一部分作用是解决最简单、最容易且最具价值的问题。实际上，制定战略的过程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解决最简单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想要取得非凡的成功，就必须做一些困难和复杂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寻找价值高并且简单易行的机会。

《赫芬顿邮报》的联合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曾经相信，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都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7但她后来又说，停止过度劳累的工作之后，她才获得了真正的成功。“我们有一种集体错觉，以为劳累过度和精力耗竭是获取成功必须的代价。”她说。当然，通往成功的艰难道路是存在的，克服重重困难之后获得成功的例子也是存在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巨石推上陡峭的山坡，这是英雄主义，英雄主义总是造就伟大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也制造了一种错觉，令人认为把巨石推上山坡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方式。之所以说是错觉，是因为，每当有一个人通过英勇付出而获取成功时，也有更多的人选择采取更简单的策略。当我们放弃了对复杂的执念，即使微小的努力也能推进重要的事情。

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沃伦·巴菲特曾经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风格形容为“怎么省事怎么来”。8他们并不期待投资那些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盈利的公司，而是一直在寻找那些“不用费脑子”的投资对象——业务上简单易行而且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用他的话来说：“我并不指望跳过7英尺的栏杆，我四处寻找1英尺的栏杆，让我可以一步迈过。”

当一个策略非常复杂，以至于推行起来的每一步都像把巨石推上山坡那样艰难时（如图1-1所示），你就应该暂停了。倒置思考，问自己：“实现这个目标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当我们去除了复杂的干扰项，即使最微小的努力也可以将重要事项向前推进。如图1-2所示，如果将微小的努力看成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的动量就会随着重力的增大而增大，这些微小的努力在执行层面上就变得非常轻松了。当我们把“更容易的道路是更劣势的道路”这种偏见搁置一旁，障碍就消失了。随着这些障碍的消失，我们就能找到自己的轻松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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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复杂的策略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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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轻松的策略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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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对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时，自问：“有没有更容易的办法？”

2．如果将事情简单化，就不太可能出错。

3．摆脱那些让问题看起来很难的假设，简单易行的方案会层出不穷。

4．放弃对复杂的执念，即使微小的努力也能推进重要的事情。

5．一旦找到简洁的方法，就可能破解无法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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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享受”，
我们何必“忍受”？

Why would we
simply endure
essential activities
when we can
enjoy them instead?


1981年，英国活动家简·图森（Jane Tewson）曾在苏丹的一个难民营被宣布死亡。她患上了脑型疟和病毒性肺炎，当时没有足够的药物可以医治她。据她事后回忆，当时她的灵魂在俯视自己的身体，然后重回身体之中。她“灵魂出窍”的体验被证明是一次重生，而且这种重生不只是肉体意义上的。

图森回到英国后，决心要为她目睹的苦难做点事情。她知道，要产生真正的影响力，她需要很多人的参与。但慈善机构在试图改变人们的观念、获取支持并最终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图森也很清楚。她知道，做正确的事情并有所贡献，这是人人都“想”做的事，但就像民谣歌手吉莉恩·韦尔奇（Gillian Welch）唱的那样：“我想做对的事情，但不是现在就做。”她也意识到，要求他人捐款可能就像拔牙，这对提出要求的人和被要求的人来说都是苦差事。

图森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一个将影响数百万人生活的主意：如果能进行一场“活泼、感人、有参与感和有趣的”慈善捐款，也许就能将捐款这个过程变得容易一些。她的主意是，把人们都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在电视上看喜剧，与穷苦之人的困境结合起来。

她创办的这家慈善机构的名字很有吸引力：喜剧救济基金会（Comic Relief）。这家基金会创办于1988年2月，以“红鼻子日”（Red Nose Day）而闻名。在此之前，图森已经和许多喜剧演员以及名人建立起联系。她找到英国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兰尼·亨利（Lenny Henry），亨利同意做这场活动的“头牌”。圣诞节这天，亨利在萨法瓦（Safawa）的一个难民营里正式宣布“红鼻子日”的诞生。

这场电视直播活动有超过150位娱乐界名人和喜剧演员参加，吸引了3 000万名观众，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英国人都观看了这场直播。英国各地的人们纷纷购买红色的小丑鼻子，这笔收入将捐献给慈善机构。“红鼻子日”活动在一天之内募集了1 500万英镑。变成一项两年一次的例行活动之后，“红鼻子日”在随后的30年里，成功为非洲最穷困人口和英国的经济萧条地区筹集了10亿英镑。1

慈善捐助是一件严肃的事，但参与喜剧节日却能让人乐在其中，图森把两件事结合起来，让做慈善变成了一件更容易的事。这样做的效果就是，不但有更多的人参与“红鼻子日”，他们还期待着再次参与。

如果可以“享受”，我们何必“忍受”

我们会坚持做一件事情，往往并不仅因为这件事本身很重要，而更因为我们主动地盼望去做。这些事情也许是收听某一档播客节目，看一部喜欢的电视剧，唱卡拉OK，跟随我们喜欢的曲调跳舞，或者和朋友玩游戏。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让我们难以坚持，因为我们有主观上的畏难情绪。这些事情包括锻炼身体、理财、晚餐后刷碗、回复电子邮件或语音邮件、参加会议，或者叫醒孩子去上学。并不是每一件重要的事都能令人感到愉快，但我们可以想办法让自己乐在其中。

为什么一旦某件事能让我们享受其中，它就会变得不再令人难以忍受呢？因为我们总是把“重要”的工作和“不重要”的娱乐严格区分（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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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我们总是把重要工作与娱乐分开



人们总说：“我要先努力工作，然后才可以痛快地玩耍。”对很多人来说，事情分为重要的事情和享乐的事情。但是这种错误的二分法会产生恶性循环的结果。首先，由于认定重要事项必然是乏味的，所以我们总是推迟或者完全逃避它们；其次，我们会对上述逃避行为反复感到内疚，因而会降低其他愉快体验所带来的乐趣。最终，娱乐变成了蒂姆·厄本（Tim Urban）所谓的“黑暗游乐场”。2因此，把重要的工作和娱乐分开，会给生活增加不必要的难度。

然而，一旦我们抛弃了“对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这种理念，那么重要的工作就可以是令人愉悦的。对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可以“享受”，又为何要“忍受”？把重要事项和愉快的事项相结合（如图2-2所示），就连最沉闷、最难以应对的任务都可以变得轻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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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把重要工作与娱乐结合



不再延迟满足，现在就是快乐时刻

大家都知道，许多重要事项在进行的时候的确不太令人愉悦，但完成之后会为我们带来快乐。如果你锻炼身体、合理膳食，那么你最终会变得更健康，还能减轻体重。如果你每天坚持阅读，你的专业知识会逐渐增加。如果你定期冥想，最终会在生活中获得更大的安宁。但这些都是滞后指标，也就是说，在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一段时间你才能体验到奖励，这段时间有时是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但是，完成重要事项取得的成果不一定非要事后才能享受，我们也可以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体验到快乐：只需要把奖励叠加在重要事项上，缩短行动和奖励之间的滞后时间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旅行一星期回家之后，发现积压了一堆语音留言需要回复。最开始，我感到这项任务艰难而繁重，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会有这么多语音留言？”这也说明我当时实在太累了。但是接着我就意识到自己问错了问题，所以我转而问自己：“我怎样才能让回电话这件事变得很享受呢？”只过了几秒钟，我就想到一个主意：边洗澡边回电话。这改变了我的整个体验，我的心情随之好了起来。当我告诉每个人我正在洗澡时，他们都笑了。给每个人回完电话之后，我甚至有点儿失落，我多希望有更多的电话要打。

罗恩·卡伯森（Ron Culberson）是一名多才多艺的演说家、作家和喜剧演员，他简直没有不擅长的事情。但是在“松木德比”（Pinewood Derby）中，他终于遇到了麻烦。“松木德比”是一项无动力、无人操控的微型车赛事活动。正如卡伯森所描述的：“它是一项这样的竞赛：给那些年纪太小、不能使用刀和锯的小孩子们一个木块，好让他们的父母将其造成一辆赛车，去与其他家长制作的赛车竞争。不过，可别小瞧它，这是一项竞争非常激烈的赛事。还有一些网站出售‘松木德比’获胜赛车的制作秘诀，价格不菲。”

当卡伯森年幼的儿子请他造一辆最快的赛车去赢得比赛时，他同意了。但是，这需要一种卡伯森不具备的本领：手工技艺。作为一名好父亲，卡伯森尽他所能组装了一辆能跑的车。虽然过程很是吃力，但他还是排除万难完成了。在比赛日，他们取得了倒数第一的名次。

但是他的儿子并没有退缩不前。第二年，儿子再一次请父亲为他造一辆最快的车。卡伯森的内心苦不堪言，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完成了。这一次，他们获得了倒数第二。此时，他的儿子变得灰心，卡伯森也开始厌恶这个造车—参加比赛的过程。所以，当第三年的赛事来临时，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父亲和儿子达成一致，放弃追求速度，转而追求款式。这一年，他们把目标调整为赢得设计奖，而不是速度奖。

这个新思路改变了一切。卡伯森不喜欢努力制造一辆“最快的车”的过程，因为他并不擅长这一点。“在整个过程中，设计错误一个接一个出现。每一辆车都有很多严重的边角破裂、车轴损坏和溢胶问题，”他回忆说，“然而，当我们只追求款式的时候，我又恢复了信心。我的幽默天赋也更容易被激发出来，去想出一种有趣的、富有创造性的设计，而这对手工技艺没有太多要求”。

那年，他们设计了一辆冰激凌三明治造型的车，装在一个冰激凌三明治的包装盒里展出。它太有创造性了，成了比赛的焦点话题。不过对他们来说，这件作品完成得毫不费力。尽管没有赢得设计奖，但他们也没有在乎，因为这种经历所带来的愉悦本身就足以成为一种奖励。“在我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有许多经历是无聊的、平凡的，甚至令人饱受压力。我们常常觉得除了忍受或逃避之外别无选择，”卡伯森说，“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些过程分解成多个步骤，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些步骤更易承受，或者能变得充满乐趣就更好了”。

把最令人愉悦的事情与最重要的事情相结合，就会让人感觉到动力十足。毕竟，那些令人愉悦的事情你是无论如何都会去做的。你会坚持收看最喜欢的综艺节目，或者听你新发现的有声书，或者找时间在浴缸里泡个热水澡。所以，为什么不把这些事与在跑步机上跑步、刷碗或者回电话结合起来呢？显然，这种结合效果更好。但很长时间以来，你是不是都只凭借意志力迫使自己去做那些重要但困难的事情，而不是让它们变得有趣？

与我共事过的一位领导把每天在跑步机上锻炼视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好习惯，但他总是很难每天坚持，后来他把这件事与一项从未间断的令人愉悦的日常活动结合起来：跑步的同时收听他最喜欢的每日播客。现在，他只要在跑步机上快走或跑步就会收听播客。与其在完成锻炼后奖励自己，不如在锻炼期间就奖励自己。自从他让这件重要事项变得令自己愉悦之后，他发现他可以更容易地坚持下去了。

每天晚上，我们全家会一起用餐。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我们在晚餐前祝贺并赞美彼此当天的成绩，一起祷告，这让吃晚餐成为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但晚餐过后才是一切开始崩溃的时候。到了该清理餐桌、打扫厨房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偷偷地溜走，而且速度快得简直令人惊诧。他们就像忍者一样，悄无声息地溜回卧室。接下来就是令人不快的环节：我们要把他们一一叫回来去打扫卫生。这感觉不像是在育儿，而是像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还有令人无法反驳的借口，比如“我要上厕所”或者“我要做作业”。这太让人疲惫了，而且孩子们显然也不喜欢这样。他们不喜欢被别人发号施令，这令他们感到沮丧。家务必须要做，但没有人喜欢做家务，所以我们决定换一种方式。

我们把家务想象成一场游戏，一起创建了一个记分牌：每个人都被指派了明确的任务（比如擦拭所有桌面或者扫地）。每完成一项，就获得1分。经过几轮练习，比赛正式开始。那么发生了什么变化吗？什么也没有发生。晚餐结束了，孩子们又一次变回了神秘的“忍者”。直到后来，我的大女儿为这个游戏增添了一种新元素，这让一切都改变了。她打开了迪士尼经典作品的播放列表，里面都是那种让你想要跟着唱的歌曲。她把声音调大，这个家务环节变成了一场卡拉OK派对。

这变成了我们家的一项传统。无论哪一天，无论我们的心情有多么烦躁，我们都会一起愉快地享受这段家务时间。现在，如果你在我们的晚餐时间后来我家做客，你会发现我们引吭高歌《冰雪奇缘》里的《随它吧》（Let It Go），伴着《狮子王》里的《等我长大来当王》（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起舞，在《木兰》里的《男子汉》（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中欢笑。这一切看起来就像电影《鸡尾酒》中汤姆·克鲁斯和布莱恩·布朗一起调酒的著名场景。我们扫地、擦桌子、洗洗刷刷、擦干餐具、放好碗碟，整个过程都伴随着我们的欢笑、舞蹈和歌唱。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的确蕴藏着不可思议的能量，它能让你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中保持最佳状态。

搭建“快乐积木”，在玩耍中产出

工作和游戏不仅可以共存，还可以互补。它们结合起来就能帮助我们更轻松地激发创造力，提出新颖的想法和解决方案。以奥利·柯克·克里斯蒂安森（Ole Kirk Christiansen）为例，他曾在修补空荡荡的仓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最终将他陷入困境的木工生意变成一家玩具公司。他给自己的公司命名为“乐高”（LEGO），来自丹麦语“leg godt”，意思是“玩得开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玩具行业，但克里斯蒂安森没有放弃和关闭工厂，而是在塑料制品进入大规模生产时充分发挥想象力，最终开发出乐高的第一款“自动拼搭积木”。这个突破性进展成为一系列全新产品的先导。后来，克里斯蒂安森和他的团队邀请孩子们去他们的办公室，在观看孩子们玩耍时，克里斯蒂安森再度受到启发，开发出了整个“游戏系统”——配有人物、建筑、道路和汽车的城镇。这使他们的业务得到指数级增长。

直到今天，乐高的办公室仍然充满了喧闹和欢乐。这种“在玩耍中产出”的企业文化继续激发着他们的创造力，催生出世界各地的乐高主题公园、电子游戏、电视节目和乐高电影大片等衍生物。2015年，乐高被评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品牌”。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说明“尽情玩耍”可以让困难的工作变得轻松。

就像乐高创造的“自动拼搭积木”能够堆叠拼插成各种组合，你也可以把最重要和最令你愉悦的事项堆叠组合起来，构建新的更轻松的体验。

我和妻子安娜曾经列出20个各自的“快乐积木”，并彼此分享：

·　整理一个混乱的房间、抽屉或橱柜（在混沌中创立秩序，也就是整理归纳）。

·　听一首特定的歌，一遍遍地听。

·　吃杏仁黑巧克力。

这个列表很容易创建，一旦我们有了这个列表，就能更轻松地让那些重要事情在令人愉悦的独特体验中完成。

我们用一件极其重要但又特别乏味的事情来举例：每星期一次的财务会议。虽然是说“每星期一次”，但实际上它远没有那么频繁，经常由于各种其他事情被推迟。我知道，只要我们按时开会，就会有回报：一种财务状况良好的感觉。但是这种回报要在开会之后才会得到，这很容易让我们推迟会议。

有了“快乐积木”，我们决定建立一个会令我们有所期待的新体验：我们拿出了杏仁黑巧克力，单曲循环迈克尔·布雷（Michael Bublé）的《感觉良好》（Feeling Good）作为背景音乐。我们把它当作一次约会，而不是例行公事。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我之前忽略掉的一个会议细节：整个活动还涉及理顺一个混乱的领域，那就是家庭财务！仅仅是注意到“整理归纳”也是这次体验的一部分，就足以令我充满期待。我们把过去勉强忍受的任务变成了一个我们期待的仪式。

创造有灵魂的习惯，邀请快乐进入我们的生活

关于“习惯”的论述已经有很多，而关于“仪式”的论述很少。这些词语有时候可以互换使用，但行为经济学家们坚称，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

仪式在某种意义上和习惯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它们都能表示“当我做某件事时，我也做另一件事”。但仪式有一个与习惯不同的关键点：你会在仪式过程中就体验到心理满足感。习惯诠释的是“做什么”，而仪式是关于“怎样做”。

仪式给习惯注入意义，以此使重要的习惯更容易保持。例如，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整理术。她不仅让我们丢弃那些搞乱自己橱柜的东西，还建议我们进行一个丢弃的仪式。我们要感谢丢弃的物品，我们要回想它们是怎样创造了快乐。

她写道：“叠衣服这个行为远不止是让衣物更加紧凑以便收纳。这是一种关爱的行为，是对这些支持你生活方式的衣物表达一种爱意和欣赏。因此，叠衣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全身心投入，感恩衣物保护过我们的身体。”3

把衣服叠好让你松了一口气，把碍事的东西挪走为你带来了快乐，但你获得的回报比这更多，因为这个仪式不仅让你的衣橱变整齐了，也令你的整个生活都发生了改变。

有些仪式的意义超出了外部观察者能够完全领会的范围。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一边洗澡一边吃苹果时写出她最好的悬疑情节；4贝多芬每天早晨起床为自己准备咖啡时，会一粒一粒精准地数出60粒咖啡豆；5恺撒时代的罗马人习惯于为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件事都设计一种仪式，他们还为自己的首次剃须创造了一个“以须敬神”（depositio barbae）(3)的宗教仪式。6不管这些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多傻，只要始终如一地坚持，就可以让我们获得平静，缓解我们的焦虑，并且用一种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让我们恢复到轻松状态。

我们用自己的独特性定义着自己的仪式，这样，我们的仪式就拥有了灵魂。这些仪式能将一项乏味的任务变成一种创造快乐的体验。

当我们邀请“快乐”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时，我们不再渴盼着时光倒流，最值得珍惜的是当下的时光。当我们给无趣的任务增添一点儿小小的惊喜时，我们就不再像被监禁一样，期待着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允许自己放松一下。总而言之，当下才是最好的。随着更多的生活瞬间被快乐和欢笑照亮，我们就更容易回到自然的轻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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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重要的事和愉快的事结合起来，让最沉闷、最难以应对的任务变得轻松。

2．不再延迟满足，把奖励叠加在重要事项上，缩短行动和奖励之间的滞后时间。

3．搭建“快乐积木”，在玩耍中产出。

4．用自己的独特性定义自己的仪式，将乏味的任务变成创造快乐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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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绪为我们创造
“上升螺旋”。

Positive emotions
create “an upward
spiral” for us.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正穿着一套正版的冲锋队盔甲。这一刻，是我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梦想的结局。6岁时，我的一个哥哥在我脑海中植入了一个想法：“像电影里的人物那样拥有一套真正的冲锋队盔甲岂不是很酷吗？”当时，电影《星球大战3：绝地归来》（Return of the Jedi）的宣传正铺天盖地，再加上哥哥的任何意见都能迅速打动我，因此，那个想法烙进了我的脑海。它安静地待在那里，没有受到过质疑，直到30年后，我站在商店里，看着自己从头到脚穿戴着一整套冲锋队盔甲戏服的那一刻，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其实我根本没想拥有一套冲锋队盔甲。30年前，那个想法只是作为一个“待办事项”被添加到我的脑海里，潜藏在我的意识中。显然，它一直都在我的脑中，占据着我的精神空间。

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免费居住”在你的脑海中？有没有过时的目标、建议或想法，很早之前就潜入你的脑中，然后抢占了“永久居留权”？有没有某种已经过时但与你相伴甚久的思维模式，你甚至没有留意到它？安娜如今会用一个短语来形容我的这种经历。当我想对某个建议采取行动而没有经过适当的考虑时，她就会问我：“这是一个‘冲锋队盔甲’吗？”

小心！识别大脑中的“入侵者”

“冲锋队盔甲”有很多形式，比如萦绕心头的遗憾，挥之不去的怨恨，已经过期的期待。

这些脑海中的“入侵者”就像计算机后台正在运行的不必要的应用程序，它们减慢了计算机执行其他功能的速度。最开始，它们看起来好像不会影响你的反应速度和敏捷性。但是随着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不停累积，你的“操作系统”运行速度终于缓慢下来：你想不起刚刚遇到的人的名字，同一段文字你读了又读却没有读进去，连去商店买什么东西这样简单的决策也让你头疼。这些微小的错误在你脑中留下的痕迹会被放大，使它看起来就像巨大的失败。为了夺回脑中的空间，我们需要把头脑中的“冲锋队盔甲”们打发走。

法国作家莫泊桑讲述过一个故事，主人公名叫梅特·豪切科恩纳（Maitre Hauchecone），他是一个勤勉的人，努力成为一名正直的社区成员。1直到有一天，他被人诬告了，这个所谓的罪行是捡走了别人遗落在人行道上的钱包并且未能归还，实际上那只是一段绳子。他是无辜的，但谣言在邻里之间传播开来。很快，在他居住的镇里，人们开始对他指指点点，区别对待。总之，大家都开始排斥他。

诚然，被诬告对一个人造成的创伤是巨大的，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事情的结局是他无力改变的，他本可以让这件事就此过去，宽恕那些拒绝听他解释的指控者，平静地原谅他们的错误，并以自己的清白自我抚慰；而且这样做的话，他本可以如他最初所愿，作为一个勤勉的人继续为他的社区提供有用的服务。然而，他放不下。他饱受困扰，甚至因此而病倒。这件事消耗着他、削弱着他，最后杀死了他。对于这种不公正，他内心充满怒火和愤慨，以至于没有了宽恕的余地。在他弥留之际，已经神志不清、精疲力竭的时候，人们还能听到他在痛苦地喃喃自语：“一小段绳子，一小段绳子……”

当成为“不幸”的牺牲品时，我们总会为失去的东西而烦恼、哀愁和抱怨。实际上，抱怨是最容易的事情之一，它太容易了，以至于许多人抱怨起来就停不下来。有人约会迟到的时候会让我们抱怨，邻居太吵的时候会让我们抱怨，迟迟找不到停车位会让我们抱怨，看新闻的时候也会抱怨，等等。

我们生活在一种“抱怨文化”当中，通过表达愤怒来让自己兴奋，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人们总是在对那些不满意和不能接受的事情进行无休止的抱怨和哀叹。即使我们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它仍然会影响我们。吸多了这种情绪上的“二手烟”，我们就会患上情感上的“癌症”。于是我们开始察觉到自己生活中更多的不公，这些都是在我们头脑和心灵中占据宝贵空间的“冲锋队盔甲”。

你有没有发现，你抱怨得越多、看到和听到其他人的抱怨越多，就越容易找到可抱怨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越是懂得感恩，就有越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抱怨是典型的“容易但不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它是我们能做的最容易的事情之一。但像这种有害的想法，不管多么琐碎，都会迅速积聚，它们侵占的精神空间越大，你恢复到轻松状态就变得越难。如图3-1所示，当我们专注于我们所缺乏的，就会失去我们所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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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当你专注于你所缺乏的，你会失去你所拥有的



当你专注于感恩某件事的时候，效果是即时的。它能帮你从后悔、对未来的担忧、落后的感觉等“匮乏状态”，立即转换到“拥有状态”，比如什么事情正进展顺利、你正在取得什么样的进步、此刻存在哪些可能性。它使你想起那些任由你支配的所有资源、财富和技能，因此，你可以支配这些东西更轻松地去做最重要的事情。

感恩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使消极情绪失去赖以生存的氧气。无论何时何地，当它起作用时，还会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维持的系统，当我们专注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时，我们会拥有得更多（如图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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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当你专注于你所拥有的，你会得到你所缺乏的



芭芭拉·L.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L. Fredrickson）的“拓展—建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2我们的积极情绪会为我们展现新的视角和可能性，(4)我们的包容和开放会鼓励更多创造性的想法，并改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事情改变着我们，帮我们解锁了新的身体、心智、精神和社会资源，创造了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的“上升螺旋”，提高了我们应对下一次挑战时的胜算。

当你这样做时，受益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当你向他人表达感激时，你会看到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们看起来没有那么多顾虑，也更加放松，因此，一个良性循环就形成了。当你专注于你所缺乏的，你会失去你所拥有的。当你专注于你所拥有的，你会得到你所缺乏的。

抱怨也创造了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系统，但这个系统不是让重要的事情更容易完成，而是让事情更难，是一个“下降螺旋”。当我们遇到负面情绪时，思路会变狭隘，就像“战斗、逃跑或冻结”(5)理论那样。这时候，我们对于新的想法和其他人的想法的接纳程度就会下降，我们个人的身体、心智和精神资源会被削弱，我们的储备会被耗尽，最初激起我们抱怨的那些挑战或挫折会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因此，事情会进入恶性循环。

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用飞轮的比喻来演示一个自我维持系统是如何创建的：“你使出的力气没有推动第一圈时用的力气大，但飞轮越转越快……”3他补充说：“2圈……然后4圈……然后8圈……飞轮的势能在增强……16圈……32圈……越转越快……1 000圈……1万圈……10万圈。然后它在某个时刻爆发了！飞轮以几乎无法停止的速度转了起来。”4

简言之，如果维持一个系统运转所需投入的能源越来越少，那么这个系统就变成了一个自我维持系统。一旦这种自我维持启动了，维持这个系统的难度就降低了，然后系统的运行就会变得容易起来，一切既高效又轻松。

掌握“习惯处方”，感恩你所得到的

安娜曾经有一名同事，这名同事令安娜十分头疼，她经常批评安娜，抱怨她们的工作，还说自己多么想辞职。无论在情感上、精神上还是身体上，这些抱怨都是一种消耗。但是安娜对待工作很投入，她想做的并不只是应付同事的情绪，而是希望与同事建立一种更积极、更有成效的关系。

对于安娜来说，陷入一种消极情绪之中很容易，晚上回家之后对我倾诉一个爱抱怨的女同事也很容易，但是安娜打算积极地在同事身上寻找值得感恩的东西。起初，这很难办到。但是后来安娜意识到，如果稍微改变一下看问题的角度，这名女同事身上的很多负面因素，都可以转变成正面因素。

当这位女同事谈到怀念自己以前的工作时，安娜会感恩同事能对她积极评价曾经的工作。当同事抱怨她们正在做的工作时，安娜会感恩同事至少还在做这项工作，而不是停下来。当同事批评他人时，安娜会感恩她的言论的确都有理有据。

安娜养成这样的习惯之后，变得越来越容易看到这位女同事的优点，安娜开始称赞她，这是她没有想到的。不难想象，这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通常是得不到多少正面回应的，而安娜给她的回应似乎改善了她的情绪。时间久了，她开始信任安娜，她们慢慢变成了朋友。她们不只是可以相互包容、一起完成任务的同事，她们还成了朋友。时至今日，即使已经不在一起工作，她们的友情还在继续。

斯坦福大学行为设计实验室的创始人B. J.福格（B. J. Fogg）说，创建一个新的习惯，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件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然后将一个新的行为加入其中。他把这称为“习惯处方”，最简单的版本是：“做完事件X之后，我会做事件Y。”(6)

我们可以应用这个理念让感恩变成一种习惯，我们只需使用下面的“处方”：抱怨之后，说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

当我开始应用这个“处方”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地意识到我有多么爱抱怨。我原本认为自己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但当我开始用我的“习惯处方”来观察自己的言行时，我发现自己甚至经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开始抱怨了。所以我决心在每一句抱怨之后都加入感恩的话。当我发现自己在说“今天在机场过安检时真麻烦”时，我会加上一句“我很感恩能够平安飞行”。当我发出“我儿子还没开始做数学作业”的牢骚之后，我会说“我很欣慰他对正在阅读的新书如此感兴趣”。在我哀叹“我本以为这星期我会减掉更多体重”之后，我会说“我很感恩我一直在关注着自己的体重和健康状况”。

使用这个“习惯处方”几天之后，我注意到，我开始在抱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住嘴，然后马上用感恩的言辞结束这句话。不久之后，当我只是心里想抱怨时，我就会打断自己，然后想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这样的转变最开始是刻意而困难的，后来，它依然很刻意，但没那么难了，最终，它变成了一个能轻轻松松坚持下去的习惯。

“解雇”怨恨，释怀你无法改变的

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知道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5对他来说，家庭不仅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而且是唯一重要的。

那是2007年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威廉姆斯驾驶的汽车被一个古怪的未成年司机从侧面撞上。威廉姆斯的妻子、未出生的孩子、9岁的女儿和11岁的儿子均在这场车祸中丧生。他6岁的儿子受了重伤，另一个14岁的儿子在车祸发生时正在朋友家里，但在那天以后，他们的人生改变了。

我们都曾预料，这段经历将吞噬威廉姆斯的身体和精神，我们谁也不会由于他的悲伤和暴怒而怪他。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推想：怨恨会包围他，给他留下伤痕，并一直伴随他几十年。正是因为这种推想的反衬，令威廉姆斯的选择显得如此惊人。车祸发生几分钟之后，威廉姆斯坐在一堆扭曲的金属和伤亡的躯体之间，心中像风暴眼(7)一样平静。那个平静的时刻并不是出现在第二天，也不是出现在一年以后，而是车祸发生后的几分钟内。当时，就在那个常人难以想象的惨烈场景之下，威廉姆斯看到自己未来生活的两种可能走向。

When you focus
on what you lack,
you lose what
you have.

当你专注于你所缺乏的，
你会失去你所拥有的；

When you focus
on what you have,
you get what
you lack.

当你专注于你所拥有的，
你会得到你所缺乏的。

第一种走向，是从那个时刻起，他沉溺于自己的愤怒和怨恨之中。他知道，如果选择这样的生活，那么就意味着他的余生都将背负这些情绪上的包袱。这些包袱会传递给他幸存的儿子们，造成可能永远无法愈合的情感创伤。

第二种走向，是卸下这些包袱。在这样的生活中，他可以和他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在一起，直到他们所遭受的身心创伤得到恢复。这种生活会帮他们重新找到目标，因此也会更有意义。在那个时刻，这可能是更艰难的选择，但毫无疑问，这个选择将导向一种更轻松的生活。

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他决定宽恕。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愤怒，或者没有痛苦，因为他两者都有。但他没有沉浸在怨恨和暴怒之中，让这份情绪更难承受。相反，他选择让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力得到解脱。

你是否怨恨过伤害你的人？你是否浪费了宝贵的精力去生气、痛苦、烦闷或怨恨？你的伤口溃烂多久了，数周？数月？数年？数十年？你可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模式，就像威廉姆斯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在经历那样不堪设想的悲剧之后，威廉姆斯都能够选择宽恕，我们当然也能放下一直以来的怨恨，因为怨恨会让我们更难专注于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我们可以迈出全新的第一步，试着提出一个不寻常的问题：我“雇用”怨恨这种情绪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被誉为世界顶级管理学思想家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曾说，人们并不是真正地购买产品或服务。相反，人们是“雇用”它们来做事的。6类似地，我们经常雇用怨恨去填充一种当前尚未得到满足的情感需求，但是当我们进行“业绩评价”时，我们会发现怨恨表现不佳。怨恨耗费了我们的资源，但并没有给我们的投资带来令人满意的回报。所以，我们必须把怨恨“解雇”掉。

有时候，我们会雇用怨恨来让自己感觉有控制权。我们设法向自己和他人证明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最开始，这种做法会让我们感到优越，甚至强大。它带给我们一种控制感，但这种感觉稍纵即逝且不真实，因为实际上是怨恨在控制我们。就像电影《指环王》中葛力马·巧言对洛汗国国王的支配那样(8)，怨恨假装屈从于我们，但实际上接管了我们。它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责怪、自以为是和自我厌恶的循环。7

有时候，我们会雇用怨恨来博取关注。当人们听到我们受到伤害的故事时，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同情。我们备受激励，于是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我们的遭遇。在那种情况下，这种情绪的宣泄很容易，甚至能够令人得到一时的满足。但同时，它还会带来一种无法令人满意的后果：在收获别人同情的同时，还会收获别人的厌倦。这就是你总要不停地找新的人来宣泄情绪的原因之一。

有时候，我们会雇用怨恨来让我们摆脱困境。只要我们有可以指责的人，我们就不必为自己的愤怒负责。我们被默许沉溺于消极感受之中，而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同样的道理，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能让人感觉自由，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得到的“奖赏”不是自由，而是被生活中的愤怒、怨恨、蔑视和消极情绪监禁。

有时候，我们会雇用怨恨来保护自己。我们认为，对他人或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保持警惕，就能保护自己免遭再次伤害。我们认为怨恨会制造出情感上的盔甲。但这其实也是一个骗局。怨恨使我们更易受伤害、更加恐惧，让我们更难信任和接纳他人。

我曾经在一家利润丰厚的公司工作。在他们的经营下，每个人可以创造100万美元的收益。当我们讨论如何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保持企业家精神和精益管理时，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可能有点儿残酷的经验法则：“不忙于雇用而忙于解雇。”8这不仅是企业成长的优秀经验法则，也是建立“无怨恨”生活的优秀经验法则。对于怨恨，我们应该不忙于雇用，或者根本不雇用，而忙于解雇它。

一份诊断结果给我的朋友乔纳森·卡伦（Jonathan Cullen）带来了如同火车撞击一样的震撼。9他尚未出生的儿子特里斯坦（Tristan）患上了唐氏综合征。出生之后，特里斯坦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度过了好几个月，与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作斗争。乔纳森对局势的控制力一天比一天弱，而且他越是感到无助，就越被担忧淹没。他的一些朋友挺身而出，给他送饭，给他打电话，给他提供支持和安慰。但另一些朋友消失了，这种反应令乔纳森和妻子感到困惑。

经过几个月的煎熬之后，乔纳森意识到他必须接受朋友们的行为。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他们，他所能做的就是接受现实。

那些总是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伸出援手的朋友，正是那些不需要去求助就主动打来电话、送来食物、预测他和妻子需要什么的人。与此同时，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倾向于逃避的、态度更加冷漠的朋友，正是那些没有向他们提供帮助的人。他们这种行为可能并非出于恶意，但是却与他们的行事风格很相符。所以，也许乔纳森根本就不应该对此感到意外。

美国作家、诗人马娅·安杰卢说过：“当有人向你展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时，第一次就相信他们。”所以乔纳森开始接受朋友们的行为，他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接受了现实的当下和未来。直到那时，他才发现，真正的接纳是他迈向人生新轨道的必要的第一步。正如美国作家、翻译家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所写过的句子：“毕竟，下雨的时候，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雨落下。”

当我们对伤害自己的人放下惩罚的念头时，被释放的并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当被怨恨与抱怨包围的我们放下包袱，转而追求慈悲和同情时，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更像是一种修行。因为伴随着每一次微小的改变，我们都会更接近轻松平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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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我们对伤害自己的人放下惩罚的念头时，被释放的并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

2．当你专注于你所缺乏的，你会失去你所拥有的；当你专注于你所拥有的，你会得到你所缺乏的。

3．掌握“习惯处方”——在抱怨之后，说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让感恩变成一种习惯。

4．积极情绪会为我们展现新的视角和可能性，提高应对下一次挑战时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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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体的自然节奏和解。

End our war
on our bady’s
natural rhythms.


杰里·斯韦尔（Jerry Swale）是一名眼外科医生，对待工作，他很久以来的态度都是大包大揽。据他的妻子回忆，他有时会双手抱头坐在那里说：“我做不完！我做不完！”但是接着又站起来宣布：“我必须做完！”紧接着他会拼命地强迫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在56岁的时候，斯韦尔开始出现一些健康问题——比如手上长了皮疹，这对他的外科医生职业生涯都产生了影响。他知道自己应该去看皮肤科医生，但工作太忙了，在他超负荷的生活中，甚至连预约医生的时间都没有。终于，在一次与妻子的长途旅行中，斯韦尔意识到，像看皮肤科医生那种空闲不会在生活中凭空出现。想要得到他所需要的医疗帮助，他就必须为此创造空闲。这意味着，从他记事以来，他不得不第一次把照料自己排在照料病人前面。于是，他和妻子一起搞清楚了什么是他真正所需要的，以及他该如何去做。他告诉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他需要减少工作时间，结果，他获得了大家的支持。

从教会事务中脱身比较难。但是，新的认知让斯韦尔明白，他在疲劳状态下无法真正地服务他人，于是他离开了教会服务组织，并向人们解释了原因。没过多久，另外三名不堪重负的人也辞职了。看起来好像是他给了这些人提出辞职的机会。

斯韦尔去看了皮肤科医生。他开始每天骑车，这是他喜欢做的事。他开始每晚睡8个小时。相比之下，他过去只睡五六个小时，还狡辩称自己“只需要睡这么多”。不久之后，斯韦尔的生意伙伴退休了，他只提前了一个月通知斯韦尔，让斯韦尔接管他所有的病人。如果是在精疲力竭的状态下承担额外的责任和工作量，这很可能让斯韦尔崩溃。斯韦尔的妻子回忆说，如果是一年前，“那种压力可能会让他心脏病发作”。幸运的是，斯韦尔精力充沛，能够相对轻松地面对挑战。他对自己能做什么和做不到什么都有清醒的认识。他能够更快地做出决策，并且更有效率地执行。放松是对抗重压的良药，这让他一直处于轻松状态中。

高效休息，掌握“无所事事”的艺术

我们需要学习怎样休息，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在我们7×24小时随时待命的文化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休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他们来说，“无所事事”是极为困难的。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队伍之一洛杉矶天使队（Los Angeles Angels）的主教练乔·马登（Joe Maddon）发现，职业棒球运动员往往就属于这类人。

马登在天使队工作了31年，期间担任过很多职务，包括主教练、球探、巡回击球教练、板凳教练和一垒教练。你可能会以为他倡导无休止的努力，当然，根据马登的说法，很多球员确实被教导要做到这一点。他说：“从小联盟(9)上来的位置球员会被要求早早来到棒球场，每天进行击打练习，并在比赛开始前几个小时就做好准备。”但棒球赛季是漫长的，有162场比赛。球队可能会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每天都进行比赛。到了秋天，季后赛来临时，很多球员已经筋疲力尽。

然而，马登看到了另一种放松方式所具有的优势。他说：“上个休赛期，我没有足够的机会‘无所事事’。我想得到一个更好的‘无所事事’的机会，我的意思是这种休息是积极的。如果能获得这个停工期，就可以好好地‘无所事事’，这就是我的目标。”他将“无所事事”的理念贯彻给球员，其中一个方法是策划了“美国军团周”。这一周被定在8月最热的时候，那正是球员们表现下滑的一段时间。但马登不会在赛前来一场几小时的突击训练，反而会告诉球员们，只需要比赛前出现在球场就好。他鼓励球员们睡个懒觉，小睡一会儿，精神饱满地来比赛，就像他们十几岁时参加美国军团业余棒球赛那样。

马登并非不关注球员们的最佳状态。他当然想拥有一支由精英球员组成的球队，打出他们职业生涯的最佳表现。但他相信，有规律的“无所事事”是实现那个目标的最佳方式。他说：“这种方式会让球员们的头脑在比赛时处于更加清醒的状态。如果头脑更清醒，他们将会打出一场更漂亮的比赛。”

马登的方法不仅对洛杉矶天使队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也对过去10年来他所执教的其他球队产生了影响。对坦帕湾魔鬼鱼队实行“美国军团周”策略之后，这支球队在一年之内闯入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10)。当他把这个方法带到芝加哥小熊队，他们在随后的4年里赢得了全联盟最多的比赛，包括2016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5年的时间里，马登的小熊队赢得了“美国军团周”24场比赛中21场的冠军。

最新的生理学研究结论支持了马登的这种反直觉行为：研究表明，让精力的消耗和恢复保持一种规律的节奏，才能带来身体和精神的巅峰表现，这种结论不只适用于运动员。研究还发现，表现最好的运动员、音乐家、棋手和作家都在以同样的方式磨炼他们的技能：他们都在上午训练，训练分成3段，每段不超过90分钟，每段训练之间都会有休息的时间。相比之下，休息不足的人表现就没有那么好。

学会放轻松是一种责任。该研究的第一作者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1总结道：“为了从长期的训练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个人必须避免疲劳过度，而且必须把训练限制在当天或一星期内身体就可以完全恢复过来的强度之内。”

我们很多人都在做得不够和做得太多之间的拉锯战中挣扎。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天，你把自己逼得太狠，超过了疲劳的极限，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你精疲力竭，感觉自己需要一整天来休息。为了使这种恶性循环停下来，试试这个简单的法则：今天的消耗不要超过今天所能恢复的限度，本星期的消耗不要超过本星期所能恢复的限度。

我们先是错过了能量循环已尽的信号，接着，我们会忽略注意力的缺失、精神不振，以及焦躁的情绪变化，然后，我们会补充能量，我们会用一些人为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挺过能量低谷，例如尝试通过咖啡因或糖分来补偿自己，但是最终疲劳还是会缠上我们，让一些重要的工作变得比原来更难了。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休息来补充体力和脑力，我们可以在一天当中安排一些固定的休息时间，这能让我们像那些行业顶尖人物那样，从身体的自然节奏中获益。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做出尝试：

1．把上午的时间用于重要工作。

2．把工作时间分为3段，每段不超过90分钟。

3．每两段工作时间之间进行短暂休息和恢复。

睡眠不足会杀死我们

凯特琳·戴维斯多特来自冰岛雷克雅未克（Reykjavík），作为一名体操运动员出身的CrossFit(11)选手，她的目标是赢得CrossFit Games的世界冠军，获得“世界上最健美的女性”的称号。

2014年，戴维斯多特离世界冠军只有几步之遥，但她止步于此。她手臂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再完成一次向上的动作，她就能晋级，但她脱手了，摔在了地板上。戴维斯多特被允许再试一次。但那个时候，她的情绪和心理都已经崩溃了。她又试了一次，可是没能成功，于是她放弃了。

第二年，戴维斯多特决定聘请本·伯杰龙做她的教练。当我在播客上与伯杰龙交谈时，我问他关于2014年比赛的事情。他告诉我，如果戴维斯多特能够多花哪怕一分钟的时间进行身体上的休息和心理上的重新调整，她都会完成那次攀爬，进入决赛。想想看：只花一分钟进入正确的状态，即轻松状态，就能利用身体惊人的快速恢复能力，使她在那一天的表现截然不同。所以伯杰龙立即改变了对戴维斯多特的训练方法，她的整个生活变得只与5件事相关——训练、恢复、营养、睡眠和心态，而效果是显著的。

那一年，有了伯杰龙的指导，戴维斯多特不但取得了比赛资格，还获得了2015年CrossFit Games比赛的冠军。她被加冕为“世界上最健美的女性”。2016年，她再次夺冠。实际上，她已经连续5年保持成绩都在这项比赛的前5名之列了。

当我们挣扎时，与其加倍努力，不如考虑暂停行动，哪怕只有一分钟。我们没必要对抗这些自然规律，我们可以随之而动，可以利用它，可以让努力工作和身体恢复交替进行。

你是否时不时觉得自己比以前睡得少了很多？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研究表明，如今我们的睡眠比50年前平均少了近2个小时，这并不是小事。每晚睡眠少于7个小时的人更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心脏病、中风、哮喘、关节炎、抑郁症、糖尿病，而且超重的可能性要比普通人多出约8倍。

睡眠不足是有潜在危害的。一项研究表明，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其运动技能、认知能力下降，而且工作时间打瞌睡的频率更高。这毫不令人意外。但更令人忧虑的是，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很难注意到睡眠不足对我们心理和身体的累积影响。我们总是认为，连续几晚睡眠不足之后，我们可以轻松“复位”，只需要一个“囫囵觉”就可以补上。但这项研究表明，每一个睡眠不足七八个小时的晚上，我们的“睡眠债”都在积累。到第10天，这项研究的受试者已经积累了太多“睡眠债”，他们与整晚不睡的受试者受到的影响是一样的。尽管他们声称“只是稍微有点儿困”，但他们的表现表明并非如此。正如研究者汉斯·范·唐根（Hans Van Dongen）所解释的：“每晚睡眠持续不足6小时，会导致认知能力受损，即使我们感觉自己已经适应了。”2

足够的睡眠可能是我们能给予自己的身体、精神，乃至我们身心承受力极限的最佳礼物。

肖恩·怀斯（Sean Wise）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瑞尔森大学的创业教授。在风险投资行业20年的工作里，他专注于在种子期支持高增长的风险投资，他曾与许多企业创始人合作过，这些创始人都是在高风险、高压力的环境下工作的，有高度的紧迫感。换句话说，怀斯认识很多睡眠不足的人。

硅谷的神话会让我们相信，那些颠覆性最强、改变世界的公司的创始人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像睡眠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毕竟，大多数最成功的创业公司的起源故事往往都是这样的：那些由咖啡因驱动的创始人带着他们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创意，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下没日没夜地写代码，直到他们由于睡眠不足而变得面色苍白、两眼充血。怀斯的观察结果与这种叙事大相径庭。“我亲眼看到，糟糕的睡眠质量和睡眠不足逐渐破坏了企业家们的精神状态，”他说，“这使他们更难与他人共事，调整能力更差，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研究表明，睡眠问题可能会降低警觉性、创造性和社交能力，而这些都是奋发有为的企业家的关键品质。当你知道这一点时，怀斯的观察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3

在目睹了更好的睡眠质量会带来更多的创意之后，怀斯决定拿自己的睡眠做实验。他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在调整睡眠时间的同时改进睡眠质量。说得具体一点儿，他想提升深度睡眠相对于浅睡眠的比例，以及增加连续睡眠的时间。4

研究表明，怀斯的目标选得非常好。深度睡眠对健康的许多方面都至关重要。除非有足够的时间处于深度睡眠状态，否则即使我们睡了一整夜，我们仍然会遭受睡眠不足的困扰。与快速眼动睡眠（Rapid Eye Movement，REM）不同，在深度睡眠阶段，你的身体运转速度和脑电波都会放缓。在这个阶段，信息正在以长期记忆的方式储存，知识和情感正在得到处理，免疫系统正在被强化，身体状态正在得到恢复。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晚的深度睡眠时间应该占整个睡眠时长的13%～23%。5所以如果你每晚睡7个小时，那么你的深度睡眠时间就只有50～100分钟。换句话说，每分钟都很宝贵。

睡眠质量也取决于你总共有多少连续睡眠。连续睡眠期间，我们的脑电波和心率水平达到一个点，使生理和心理资源得到修复。6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夜里醒来好几次，第二天就很难感到精力充沛。

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深度睡眠和提升睡眠质量，怀斯采取了一些简单的步骤。他每晚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睡前一小时关掉数码设备。另外，上床之前洗个热水澡。然后，他用智能手表跟踪了一个月的睡眠情况。他记录了自己的心率、在床上的时间、睡眠时间、睡眠质量，以及深度睡眠的占比。

为什么要洗热水澡？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最新睡眠科学发现，睡前采取“水基被动体加热”方法，即睡前洗澡的参与者，睡得更早、更久、更好。这似乎有悖常理，因为我们的睡眠周期是与核心体温下降相关联的。但是根据这项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洗澡的时间：睡前90分钟。这项研究的主要参与者沙哈布·哈加耶格（Shahab Haghayegh）解释说，温水触发了我们身体的降温机制，导致更温暖的血液从我们的心脏输出，并通过我们的手和脚释放热量。这种“身体热量的有效释放和体温的下降”加速了人体的自然冷却，这种自然冷却的过程可以使人更易入睡。7

4个星期之后，怀斯的深度睡眠时间暴增到每晚接近2小时，增幅达到800%，他的连续睡眠时长也增长了20%。他感觉思维更敏锐、更有创造性、更有活力了。他醒来时感觉神清气爽，已经为迎接新的一天做好了准备。正如怀斯曼指出的：“我们花费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间睡觉。也许是时候评估一下你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了。”

你需要的，只是轻松地打个盹儿

我承认，我并不是每晚都能获得足够理想的睡眠长度或者睡眠质量。但我是个“小睡王者”。对我来说幸运的是，研究表明，小睡可以抵消“睡眠债”。事实上，即使对于休息良好的人来说，小睡也可以提高反应速度、逻辑推理能力和符号识别能力。8它可以改善情绪，使我们不那么容易冲动和沮丧。9一项研究表明，小睡和睡一整晚一样有益于提高某些类型的记忆力。“令人惊讶的是，在90分钟的小睡之后，你可以在学习方面获得与睡8小时相同的好处，”研究者称。10

对于和我交谈过的大部分人来说，进行规律性小睡的想法都很有吸引力。但他们发现，在现实中这几乎做不到，为什么这么难呢？当我们在小睡而不是“做事”的时候，习惯于感到内疚。我们害怕错失良机，而勉强支撑又得不偿失，可小睡还被污名化为纯粹的懒惰甚至不成熟，真是糟透了。

关于当今“拼搏文化”的腐蚀性影响，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了。我们总是以“我只是不需要太多睡眠”或“谁有时间睡觉？！不是我”这样的评论为荣。其实“睡眠羞辱”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传统。历史学家、总统传记作家罗恩·切尔诺夫（Ron Chernow）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当美国南北战争英雄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在一场重要战斗的前一天晚上11点准备上床睡觉时，他的一名指挥官尖刻地向他指出，拿破仑每天晚上只睡4个小时，而且精神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每天睡7小时的格兰特对此表示怀疑，他回答说：“好吧，我从来不相信那些故事。如果真相大白的话，我坚信你们会发现，为了弥补晚上短暂的睡眠，他会在白天小睡一觉。”11

是时候换一种方式来看待小睡了。轻松小睡的秘诀有：

1．注意这个时刻：你疲劳到一定程度，感觉要强打精神了。

2．用眼罩、噪声消除器或耳塞屏蔽光线和噪声。

3．定个闹钟。

4．当你试着入睡时，屏蔽掉关于你“本可以做某事”的想法。你醒来的时候，你的待办事项都会在那儿，只有这时候，你才能更快、更轻松地完成它们。

最开始的几次可能要费点儿劲，你可能没有真正睡着，但是要继续尝试。一旦你弄清楚自己在哪个时间可能需要小睡一下，那么请把它添加在你的日程表里。通过一些实践，小睡会变得很轻松，而且没有负罪感。

与钥匙共眠，享受梦境带来的灵感

西班牙著名画家达利最著名的画作《记忆的永恒》似乎是以达利的家乡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现实主义岩石景观为背景创作的。但与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艺术一样，这件作品也带着一种奇异的梦幻般的质感：时钟不再是端端正正的，而是像卡芒贝尔奶酪一样在阳光下融化，一只孤单的苍蝇投下了一个人形的影子，一群蚂蚁聚在一起，令我们联想到自己的宿命终点。这幅创作于1931年的超现实主义运动鼎盛时期的作品，使达利一跃成为全球知名人物。

根据艺术史学家的说法，达利同时受到印象主义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影响。他在马德里接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考虑到这种背景，我们会认为达利能够画出准确的、栩栩如生的作品。12那么，他是如何从这些古典技巧中跳脱出来，创造出一种令人难忘的现实与梦幻共存的景象呢？

达利的小睡也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版本的小睡，他会坐在椅子上，手腕悬在扶手边缘。他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一把有些重量的金属钥匙。13在钥匙正下方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倒扣的盘子。达利闭上眼睛休息，当他迷迷糊糊睡去的时候，他夹住钥匙的手指就会松开。[image: ]啷！达利的眼睛会突然睁开，下一个怪诞作品的新灵感就会出现在他的头脑中。在他的《魔幻技艺的50个秘密》（50 Secrets of Magic Craftsmanship）一书中，达利解释说，在“刚开始失去意识、你不确定是否真正睡着的那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他“在睡眠与清醒之间那条紧绷而无形的分界线上保持着平衡”。达利把他的小睡技巧称为“与钥匙共眠”。

梦境是一片沃土，为那些整天困扰我们的问题孕育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但是通常我们醒来之后只剩一些零星的想法，如果没能及时捕获它们，它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假如你在寻找灵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眼睛休息，你可以坐在你最喜欢的椅子上，不管你用闹钟还是钥匙作为提醒，记得把一支铅笔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当你突然睁开双眼的时候，可以用它记下实现的灵感。

当我们与身体的自然节奏和解，不再用睡眠作为代价与他人竞争，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条理清晰，富有意义，我们的身心就会因此逐渐恢复到轻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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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我们挣扎时，与其加倍努力，不如考虑暂停行动，哪怕只有1分钟。

2．别再将睡眠作为竞争的代价。

3．即使对于休息良好的人来说，小睡也可以提高反应速度、逻辑推理能力和符号识别能力。

4．梦境是一片沃土，为那些整天困扰我们的问题孕育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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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内心的声音，
每个人都有一位内在的导师。

Amplity your
inner voice.
Each of us has an
inner teacher.


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是最著名的被影视作品塑造的文学人物之一。所以，如果你知道柯南·道尔的45部小说中只有4部出现了这位私家侦探，你可能会很惊讶。1他能把角色塑造得如此令人信服和难忘，一部分原因来自他无与伦比的观察技巧。他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注意到其他人忽略的最微小的细节。柯南·道尔1981年的短篇小说《波希米亚丑闻》（A Scandal in Bohemia）就阐述和讨论了这种能力。

故事从常年作为叙述者的华生医生拜访他的朋友福尔摩斯开始，华生来到那个著名的地址，伦敦贝克街221B。福尔摩斯的发问让华生大吃一惊，福尔摩斯问道：“你最近曾把身上弄湿，家里还有一个笨拙而粗心的女佣，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华生目瞪口呆。他承认，这星期早些时候他曾到郊外散步，回家时确实满身泥泞。但他不明白福尔摩斯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因为他来之前已经换上了干燥的衣服。福尔摩斯表示这非常简单：在华生左脚鞋子内侧的皮革上、火光之下才能看清的地方，有6道几乎平行的划痕。福尔摩斯推断，这些痕迹是一个粗心的用人在火光下擦拭泥土时留下的。

华生问福尔摩斯，为什么他的理由看起来如此显而易见，而在解释之前却又如此难以参透？“我相信我的视力和你的一样好。”华生说。福尔摩斯回答：“的确如此。”他一屁股坐到单人沙发上，接着说：“但是你只是看，却不观察。”然后福尔摩斯问华生，从楼下的大厅往上有多少级台阶？华生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过几百次了，但他不知道答案。“你没有观察过，”福尔摩斯得意扬扬地说，“虽然你都看到了。”

屏蔽干扰，玩转福尔摩斯的“魔法”

华生在回想起这次对话时说：“这次交谈真的震撼到我了。我拼命回忆我们房子里一共有多少级台阶，通往房子前门有多少级台阶，但我想不起来。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遇到台阶，我都会数一数，然后把正确的数字记在脑海中。万一有人让我回答，我会让福尔摩斯为我感到骄傲的。当然，我会很快忘记我努力记住的每一个数字。后来我才意识到，如此专注地记忆这些数字，是误解了福尔摩斯想要表达的重点。我实际上是变得更疏于观察了，而不是更善于观察。”

华生在这个故事中表达的苦恼，我们都能很容易地体会到。毕竟，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人指出我们周围的一些东西，它们极其明显、始终存在或者很容易观察到，而我们却从未注意过。福尔摩斯从看似无关紧要的线索中推断出一系列精准事实，华生把这种看似超人般的能力视为一种类似魔法的东西。这当然不是魔法，而只是“看”和“观察”之间的区别，是“注视”和“察觉”之间的区别，是“在场”和“参与”之间的区别。

我们有多少次真正地集中注意力去观察？我知道很多人都难以集中注意力，在某些特定时刻，当我们的注意力需要兼顾很多其他需求的时候，想要专注于当下，专注于一个人、一次对话或一段经历，都令人感觉很难。不过让这一切看起来困难的并不是这个任务本身。

倾听本身并不难，难的是保持专注。专注于当下并不难，难的是避免瞻前顾后。观察本身也不难，难的是排除噪声。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但是，一旦我们消除了一些影响我们视野的外部干扰，我们会发现，福尔摩斯的“魔法”其实非常简单。

这些干扰就像白内障。如果不及时治疗，白内障只会大幅增加和恶化，你的视力也会随之恶化。阅读会变得很困难，你不得不努力看清和你说话的人，驾驶变得很不安全。进入视网膜的光线越来越少，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白内障会导致失明。干扰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当下，它们就像我们脑中的“白内障”，使我们更难注意到重要的事情，而且越长时间不处理这些干扰，它们就越令人虚弱。进入的光线越来越少，我们错过的越来越多。最终，我们对真正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了。幸运的是，白内障可以被摘除。当我们摘除了白内障，光线再次射进视网膜，我们就可以看清之前错过的东西了，清楚而容易，毫不费力。

斯蒂芬·库里曾经一直梦想为父亲的母校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打篮球。但是该学院不愿意为他提供奖学金，部分原因是他的身材。在这项球员身材越来越高的运动中，“只有”约1.91米高、84千克重的库里完全处于劣势。在库里被金州勇士队选中的2009年，NBA球员的平均身高接近2.01米。洛杉矶湖人队的超级球星勒布朗·詹姆斯身高约2.06米，体重超过136千克的沙奎尔·奥尼尔曾在扣篮时把整块篮板都损毁了。

Listening isn’t hard;
it’s stopping
our mind from
wandering that’s
hard.

倾听本身并不难，
难的是保持专注；

It’s not the noticing
itself that’s hard.
It’s ignoring all
the noise in our
environment that’s
hard.

观察本身也不难，
难的是排除噪声。

NBA的小个子球员通常侧重于训练自己的敏捷性和速度。但是库里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他专注于训练大脑。从2010年库里的第二个赛季开始，他的私人教练布兰登·佩恩（Brandon Payne）就一直在给库里进行“神经学训练”来提高他的敏捷性。其中一项由易到难的训练是这样的：第一阶段，库里一只手抛接网球，另一只手拍篮球。第二阶段，抛接网球的动作变为拍网球。第三阶段，他把网球扔向墙壁弹回，并重复这个动作，同时另一只手继续拍篮球。第四阶段，库里在双腿间穿插运球。最后一个阶段也最难，同时抛接两个网球。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练习是通过建立佩恩所说的“神经认知效率”来提升库里的注意力的。随着每一个训练项目的推进，他将处理越来越多的信息，同时对任务保持持续的专注。

在一篇题为“斯蒂芬·库里看世界的方式的确与你不同”（Steph Curry Literally Sees the World Differently Than You Do）的文章中，记者德雷克·贝尔（Drake Baer）写道：“只看库里的外形，你绝不会猜到他是联盟中最占优势的球员。他身高1.91米，体重84千克，他不像勒布朗那样截球，也不像乔丹那么能飞，他有更妙的优势。现在，他非凡的敏捷性和前所未有的投射技巧，已经被人们熟知，但更有证据证明，库里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极端的异类，或者说是天才，那就是他对感官信号的处理能力，哪怕是在压力最大、最复杂和最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这种能力也不受影响。简单来说，他会观察到比赛的更多细节，这让他可以利用对手的位置来创造投篮机会，找到传球路线，迫使对手失误。”勇士队主教练史蒂夫·克尔（Steve Kerr）曾表示，库里的手眼协调能力“和我见到过的任何巨星一样出色”。库里现在被广泛认为是NBA历史上最好的射手。

最新的科学研究有助于解释其中的原因。在一项研究中，蒙特利尔大学神经学教授乔斯林·福伯特（Jocelyn Faubert）发现，通过训练我们的“注意力肌肉”，我们可以提升对高速运动的复杂信息的处理能力。他邀请了来自英格兰超级联赛、加拿大国家冰球联盟和法国英式橄榄球联盟（French Rugby League）的职业运动员和优秀的业余运动员，以及非运动员共同参加一个模拟测试。测试中，8个球交叉运动，在相互碰撞或与虚拟墙壁碰撞之后反弹。参与测试者被要求追踪其中4个球的轨迹。当这8个球停止运动时，参与测试者必须指出他们所追踪的球。如果他们回答正确，下一轮的模拟测试中，球的运动会加速，恰如佩恩为库里设计的训练那样。也许不会令人吃惊，结果显示，职业运动员比其他组的人更擅长处理复杂和高速运动的信息。但对我们这些不太可能进入NBA的人来说，更有用的一个事实是，所有参与者在测试中都有非常快速的进步。每个人都能越来越好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重要的事情上，忽略不相关的事情。

处于轻松状态时，即使面对无休止的干扰，我们也能保持清醒。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在这种聚精会神的状态下，我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们能够聚焦于重要的事情，我们会注意到那些就在眼皮底下却曾被我们忽略的事情。

像“打网球”一样，轻松搞定人际关系

我们与大多数人的相处都只是泛泛之交，很难与每一个人在精神上产生共鸣。我们总是发现，要真正了解别人，是非常困难的。

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12)在一个官方名称为“戈特曼学院”，又被称作“爱情实验室”的地方，花了40年时间研究人际关系科学。他的妻子朱莉·戈特曼（Julie Gottman）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戈特曼夫妇是世界知名的婚姻与人际关系问题专家，他们合著过几本书。关于复杂的人际关系经营方式，以及预测离婚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共同收集的研究数据可能比同领域的任何人都要多。

根据戈特曼夫妇的说法，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努力得到他人的喜爱、肯定和关注。戈特曼夫妇把这称为“关系需求”。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回应来自别人的关系需求，我们可以形象地把这三种方式比作打网球。2

第一种回应叫作“击回”。当你回到家，在你爱人的脸颊上轻轻一吻，然后说：“今天天气不错是吧？”你的爱人可能会回答：“我也觉得天气很棒！也许我们应该打开几扇窗户。”在这里，你的爱人就像球场另一端的球手，接到你的发球，他用一个落地球直接将球打回你站立的地方，让你很轻松就能把球再打回去。于是你们的对话能够很轻松地继续。

第二种回应是“击偏”。你的爱人可能对你关于天气的评论回复说：“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我觉得今天外面太热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的湿度！”这种情况下，对方相当于把球打过了球网，但是球完全朝着球场的另一侧飞去，你不得不飞奔过去接球。你们可能会继续击球，但会更费力一些。

第三种回应是“击飞”。这次，你的伴侣根本没有回应关于天气的评论，而是用一些完全不沾边的事情回复：“你开车去换机油了吗？”这相当于球直接击中了球网。比赛结束了，现在，你必须劳神费力再开一局。

根据戈特曼的研究，前两种反应——哪怕是夹杂了一点儿争论意味的那个，通常对一段人际关系来说都是健康的。伤害最大的是第三种，它意味着这两个人“看不到”对方。他们没有参与同一场比赛，或者根本没在进行同一项运动。就好像他们在看同一面墙，一个说“这面墙是蓝色的”，而另一个坚称它是红色。

没有哪一种人际关系是轻松的，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保持一段牢固的关系。我们不需要认同对方的一切，但是我们需要与他们共情，尊重对方，给对方足够的关注。你不用每次都这么做，但要尽可能频繁。“相处”就如同埃克哈特·托利（Eckhart Tolle）(13)所说：“它就应该是轻松的。”

全然投入，感受陪伴的奇妙力量

当一位年长的医生走进来检查罗纳德·爱泼斯坦的耳朵、喉咙、脖子、胸部和腹部时，他感到自己的焦虑加剧了。从各方面来说，这是一次很普通的就诊，诊断结果、预后和规定的治疗过程并不令人意外，诊断时间比爱泼斯坦那天吃早饭的时间还短。但有一点很不同，这令爱泼斯坦感到难忘：医生坐在诊疗室耐心回答这个紧张的17岁孩子的问题时，就好像那天他的日程表上没有其他病人一样。3

当晚，爱泼斯坦入睡时，他已经被这段经历改变了，尽管他还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爱泼斯坦患上的只是典型的病毒性感冒，在两个星期的康复过程中，门诊那段难忘的记忆一直伴随着他。当他去见辅导员，回答“高中毕业后想做什么”这种所有大人都会问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时，他就会想起那段就诊经历；当他写大学申请论文时，那段就诊经历也会闪现。当他背着沉重的双肩包在校园里迈着沉重的步伐时，他感觉双肩包只是让自己的身体感到了重压，而他的精神是轻松和自由的。他确信，他所专注的这件事已经变成自己的使命：努力学习一切可以帮助病人痊愈的知识。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多年前与一位内科医生短暂接触的经历，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爱泼斯坦。医生那种发自内心的慈爱、令人心安的镇静、全心全意的陪伴，至今仍与爱泼斯坦同在，并将永远同在。

稍纵即逝的瞬间能够留下如此持久的痕迹，从而塑造人生的轨迹吗？爱泼斯坦的整个未来，是由那位坐在那里倾听、给了他全部关注的医生决定的吗？当我们全身心投入陪伴别人时，就会对别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只发生在当下。即便只有最短的瞬间，那种“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的体验，也会在那一刻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伴随我们。“陪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在演讲时，我曾很多次请观众想出一个在生活中与他们全心相伴的人，然后用一个词来描述那种陪伴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什么感觉。这些形容词的数量之多、蕴含的感情之强烈、词意之丰富，曾令我感到惊讶。这些词包括：慷慨、宝贵、理解、振作、可靠、值得、安宁、重要、特别、杰出、被理解、互利、专心、质朴、亲密、关怀、充分、平静、激励、认可、安静、珍贵、丰富、安全、成就感、神圣、信赖、神奇、温暖、影响力、迷人、肯定、接受、无价。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只有一个单词的故事呢？这些用词都很大气。你会以为他们描述的人帮助他们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但并不是，他们只是在描述一个全心相伴的人。

当我们与另一个人全心相伴时，我们会把他看得更清楚，我们也能帮他更清楚地认识他自己。

清醒委员会，倾听内在的声音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由于想弄清一个问题或者做出一个决定而求助于我们。但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地妄下判断，使他们更难决断。我们总是急着说：“哎呀，你应该这样。”或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开始不那样。”或者是：“如果我是你，我会如何如何。”这种仓促的结论，无论意图多好，都会让人更难获得清晰的判断。具体来说原因有两个。

第一，当人们害怕被评判时，他们内心的声音就会被压抑，这时候他们的关注点就会只放在他们认为我们想听的东西上，而不是他们实际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第二，当我们的判断和意见被表达出来的那一刻，它们就开始冲击别人的心智空间，对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造成影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一些教会组织的做法，叫作“清醒委员会”。当社区中的某个“焦点人物”面临一个重要的两难困境时，他通常会请几位备受信任的“元老团”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让委员会告诉这个“焦点人物”应该怎样做，而是为他提供一些帮助，让他自己把问题想清楚。为了做到这一点，委员会必须避免做出“判断”。

当他们聚到一起时，“焦点人物”说出他的问题，以及问题的重要性。委员会安静地倾听。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元老团”有几个选择：他们可以问一些“坦率的问题”，以明确一些他们还不知道的事情，也可以思考或者复述他们所听到的东西，但是禁止给出观点、建议和判断。

正如“清醒委员会”专家帕克·帕尔默（Parker Palmer）所写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内在的导师，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认同的真理和标准，这些能为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提供指导和力量。”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扩大这种内在的声音，并搞清楚如何前行。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做同样的事，只需要完全抛开自己的观点、建议或判断，让别人的真理优先于自己的真理即可。

我们能给予他人的最佳礼物不是我们的技能、金钱或努力，而是我们的关注。我们都没有无限的精力和注意力，但是在轻松状态下，我们就更容易有意识地关注那些我们真正关心的人和事了。怎样才能唤起我们所需要的高感知力和专注度呢？我推荐以下的日常练习。

1．开辟一处你的独有空间（2分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关掉你的手机，让别人10分钟内不要打扰你。花点儿时间清理桌子，把东西放回原处。

2．放松你的身体（2分钟）：挺直腰板，换个舒服的坐姿，闭上双眼，转动肩膀，左右转动头部，放松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正常自然地呼吸。

3．放松心情（2分钟）：你的脑中充满各种想法是很正常的。接受它们，对它们保持注意，任由它们来去。

4．释放你的内心（2分钟）：如果脑海中出现了某个对你不好的人，对他说“我原谅你”，并想象你正切断一条把你们拴在一起的锁链。

5．在感恩中呼吸（2分钟）：重温生活中某个你非常感恩的时刻。调动起你所有的感知，再次回味那种感觉。回想你在哪儿、你感觉如何，以及你和谁在一起。将感恩的心态完全融入呼吸之中。这一步重复做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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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除那些影响视野的外部干扰，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清真正重要的事。

2．我们能给予他人的最佳礼物不是我们的技能、金钱或努力，而是我们的关注。

3．要保持一段牢固的人际关系，我们不需要认同对方的一切，但需要与他们共情。

4．当我们全身心投入陪伴别人时，就会对别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只发生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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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5个原则，约束自己的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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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西尔弗伯格（Larry Silverberg）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一名“动力学家”。也就是说，他是物体运动方面的专家。他研究了20年来数百万次罚球的运动过程，并且有了一项有趣的发现，罚球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球投出时的速度。要达到肌肉运动知觉的最佳状态，需要大量训练来形成肌肉记忆。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你努力而不费力，你的动作变得流畅、自然，并且这一串动作都是发自本能。

这就是“轻松行动”的意义。

如果你在罚球时用力过猛，你会肌肉紧张、动作过快。这与很多成功人士的情况类似，他们习惯于相信“更多的努力带来更多的产出”。当投入大量精力却看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时，他们会习惯于更加努力，工作时间会更长，更容易为现状劳神。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成功人士学到的是，把进展缓慢视为一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信号，但他们没有学到的是：一旦越过某个点，更多的努力就不再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了，反而会破坏我们的表现。

经济学家把这样的现象称作“收益递减规律”：每一定量的额外投入都会形成一个产出的递减率。例如，如果我写作2小时，我可以写2页内容。但如果我写作4小时，我只能写出3页内容，即我的产出效率在降低。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努力就应该遭受质疑了。但是事实往往是，成功人士此时会加倍努力。他们看到产出减少了，会错误地认为解决方案是应该更加拼命。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答案是负回报：这时候，不只是每一份额外的投入形成的回报更小了，整体产出效率也随之降低了。比如，在写作的时候会有一个时刻，从这个时刻起，你写的时间越久，稿件质量就变得越差。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写一首歌、绘制一幅蓝图、准备一场法庭辩论，或者编写一段计算机代码，以及许多其他的努力。你疲惫不堪，判断力受损，之后你付出的每一份额外努力都变成了“有害的”。在这种时刻如果你还要继续坚持，就是典型的如图Ⅱ-1所示的“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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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Ⅱ-1　更多的努力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回报



这种不讲求效率的努力不只会影响整体产出效率，还会让人产生职业倦怠感。这就是过度努力，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努力过头了。1这种经历也许你自己也有过，例如，在社交中过度努力会让你很难与他人真诚交往；为了升职而过度努力会让你散发出拼死一搏的气息，让你因此看起来毫无魅力；睡觉时过度努力会让你几乎无法平静下来；过度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聪明一点儿，反而很难打动你想打动的人；过度努力地保持冷静、放松、感觉良好，反而会让这些变得更难。这就是过度努力会产生的问题。

“轻松行动”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大为不同。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做最擅长的工作时，会感觉轻松至极？你甚至连想都不用想，不用怎么费力就能搞定。你进入了最佳状态，一切都能顺势而为，并且完美呈现。这就是做重要事情的最佳状态。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大师们将这种最佳状态称为“无为”。“无”意味着“不具备”或“没有”，“为”意味着“做”“行动”或“努力”。所以，“无为”的字面意思是“无须行动”或者“无须努力”，而它的引申意义是“努力而不费力”“不露痕迹的行动”或者“轻松做事”。

我们的目标是，在完成重要事项时投入更少，而不是更多，通过约束我们的努力程度而不是通过过度努力来达到目的，这就是“轻松行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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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越过某个点，
更多的努力不会带来
更好的结果，
反而会破坏我们的表现。

Past a certain point,
more effort doesn’t
produce better
performance.
It sabotages our
performance.


400年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II）1迫切想要升级他的舰队，保护他的人民，因为周边海军力量崛起对他们造成了威胁。于是古斯塔夫国王找到造船商亨里克·海伯特森（Henrik Hybertsson），让他建造后来广为人知的“瓦萨号”（The Vasa）。

这项计划对古斯塔夫国王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他分派了一片拥有上千棵树的森林来为这项计划提供原材料支持。他还打开了皇家金库，并向海伯特森保证，用来完成这个项目的预算没有上限。不幸的是，对于这艘战舰的最终形态，国王没有一个明确的设想。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一直在改变自己的设想。起初，这艘战舰的设计长度约为33米，甲板上配有32门加农炮。可是当木材按照规定尺寸切割完毕之后，战舰的设计长度又被国王改成了约37米。然而，在海伯特森的团队刚刚做完调整后，目标再次被改动。这次，国王要求他的战舰长度要达到约41米。他对于大炮的需求也改变了，原定的单排32门加农炮，在国王的要求下被改成双排36门加农炮，并需要额外再加上12门小加农炮、48门迫击炮和10个口径更小的其他武器。

大约400人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就在他们即将完工的时候，国王再一次改变了主意，他要求布置64门巨型加农炮。据说正是这个消息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令海伯特森心脏病发作致死。尽管如此，这个没完没了的项目仍然在海伯特森的助手海因·雅各布森（Hein Jacobsson）的率领下继续进行。他们投入的人力继续增加，而国王继续改变着他的最终设想。他甚至要求运来大约700件华丽的雕刻装饰，附着在船舷、舷墙和窗户上，这是一项完全没有必要的装置，而且需要一队雕刻专家用超过两年的时间来完成。

1628年8月10日，在尚未完工且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测试以确保它能适应远海环境的情况下，“瓦萨号”就离开斯德哥尔摩港，开始了它的处女航。与此同时，国王安排了一个庆祝仪式来纪念这次航行，现场有焰火表演，有各国外交官，还有壮观的场景：当船驶离港口时，炮口打开，炮筒朝外，它们向岸上的达官贵人鸣礼炮致敬。突然，一阵大风刮过船帆，使这艘巨大的战舰向一侧严重倾斜。当加农炮触及海面时，海水从炮口涌入。尽管船员们全力施救，海水还是几乎在一瞬间淹没了火炮甲板并涌入船舱，这加剧了战舰的晃动。只过了50分钟，“瓦萨号”就完全沉没了。悲惨的是，一同沉没的还有53名船员。他们死于距离岸边仅1 200米远的地方。就这样，瑞典历史上最昂贵的海军项目，在航行了仅仅约1 600米之后便葬身大海。这都是因为国王不断地调整终极目标，导致项目几乎不可能顺利完成。

如果你想让某件事变得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完成，那么你可以让终极目标尽可能地模糊。这是因为，你肯定无法完成一个终极目标不明确的项目，你可能会原地踏步，也可能会对它改来改去，甚至很可能会放弃它。相反，如果你想完成一个重要项目，绝对有必要让终极目标尽可能地清晰。这个道理可能听上去显而易见，但是，如果考虑一下你正在进行的那些重要事项，你有没有清晰把握它们的终极目标？

小修改导致大代价，清晰定义终极目标

有时候重要的项目没有完成，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不停地修改它们。举个例子，我的编辑曾经从代理商那里收到过一个图书提案。她读完了觉得很吸引人。第二天，她收到一个新的版本，邮件中写道：“作者进行了一些修改。”她读了新版本后感觉和第一版差不多。两天之后，她又收到了一个版本，她读完感觉还不如第一版惊艳。可是作者还是改起来没完没了。

无论是写一个图书提案，或是给客户制做演示稿，还是造一艘船，又或者做其他任何事情，修改都可以明显地改善原作，但仅限于一开始。一旦修改次数达到某个点，收益递减法则就开始显现了。过了这个点，改善的幅度与我们努力的程度就不成正比了。我把终极目标定义为“产出开始小于投入”前面的那个“点”。

为了避免你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所产生的回报率出现递减，请为终极目标设立明确的条件，在达到那个条件时停止修改。我们都有想完成的重要事项，但常常发现自己在原地踏步，最终没有办法完成。通常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你要清晰定义终极目标。清晰定义终极目标，这不仅能帮助你完成任务，还能帮你启动任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拖延或挣扎于迈出第一步，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旦你清晰定义终极目标，你就给了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一个清晰的指示。当事情开始运转时，你就可以规划通往最终目标的路线了。

令人惊讶的是，1分钟的专注就可以让你获得如此清晰的思维。举个例子，当你有一个重要的方案要交付时，花1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把它作为“已完成事项”划掉时的样子：“我已经解决了客户提出的每个问题，并且检查了一遍。”你只需要花1分钟的专注力去弄清楚终极目标是什么样子（如表6-1所示）。在想清楚结果的那一刻，你对这件事的专注度会是前所未有的。此时，你一定可以头脑清晰地调动所有的资源，去把目标变为现实。


表6-1　模糊的目标与清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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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清单革命，让人生不留遗憾

清晰定义终极目标不仅适用于单独的任务或项目，还适用于多个任务。我们都有过盯着清单上无穷无尽的“待办事项”而不知所措的经历。有时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待办事项列表通常比开始时还要长。它制造了一场“打不赢的战争”。那么，我们怎样知道一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安娜和我喜欢使用一份“当天完成事项”的清单。

“当天完成事项”清单并不是理论上我们可以在当天做的事情的列表，也不是我们想去完成的所有事情的列表，因为要完成那些事情所花的时间必然远远超出有限的可用时间。因此，“当天完成事项”清单应该由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组成。当你写下清单上的事项时，可以先想象一下完成之后的感受，作为一个测试。问问自己：如果这一天结束前我完成了这份清单上的所有事项，这会让我感到满足吗？有没有如果不做就会困扰我整晚的其他重要任务？如果有，那个任务就应该写在“当天完成事项”清单里。

“瑞典式死亡清理”是指，一个人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把一生积累下来的物品清理掉。2世界上多数人采取的做法是，在死后把物品留给他们所爱的人去清理。这是二选一的局面。“瑞典式死亡清理”可能听起来很可怕，但它是一种释放自己的过程。你把房间收拾好，把事情按你想要的方式做完。在你还能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为关爱的人解除了一个痛苦而不可避免的负担。

“瑞典式死亡清理”背后的哲学也可以应用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多年以来，我一直受到一个想法的鼓舞：无论是否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重要的人生使命。我们都怀有一种目标感，有一个独特的目标，而我们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弄清楚它是什么，并且实现它。

我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她对这个问题也有强烈的感受。她在过去几年里曾两次中风，而且第二次严重到医生不确定她是否能活下来，但她竟挺过来了。现在她正进行自己人生最后的“返场表演”。她知道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但仍决心完成两个计划。一个是为自己写一本生平传记，另一个是回顾整理她所创作的每一段乐曲。每天她都带着这样的目标醒来，并祈祷这些事情能够在她去世之前完成。她很清楚自己整个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像做“瑞典式死亡清理”一样，通过实现人生目标来给自己一个这样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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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你想完成一个重要项目，绝对有必要让终极目标尽可能地清晰。

2．我把终极目标定义为“产出开始小于投入”前面的那个“点”。

3．“当天完成事项”清单应该由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组成。



[image: ]



想要实现伟大的构想，
先走出简单到可笑的第一步。

To realize a huge
concept, look for
the ridiculously
simple first step.


截至2020年4月，全球有1.83亿家庭使用奈飞。1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不是里德·哈斯廷斯的一段经历，奈飞可能不会存在。(14)

当年，哈斯廷斯从当地的录像带出租公司百视达租借了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经典影片《阿波罗13号》家用录像带，不幸的是他不小心把录像带搞丢了，结果被百事达罚款40美元。这件事让哈斯廷斯开始考虑，人们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去租借影片。

作为一名20世纪80年代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哈斯廷斯相信，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普通家庭使用的互联网环境将有能力以非常高的速度传输巨量数据，可以使整部电影按照需要被立即传输到个人电脑或电视端。哈斯廷斯的想法是，先把奈飞系统打造成DVD服务商，“然后，互联网最终会追上邮政系统并超越它”。2

哈斯廷斯对奈飞的终极愿景是让它成为一家庞大的综合企业，长久经营，并使用超越时代的技术。他本可以先制定一个多年、多阶段的进程；预测互联网的速度什么时候会超过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联邦快递卡车，为多个场景起草商业计划；研究几十乃至上百个变量，比如运输DVD的成本、每张光盘能承受的使用次数、未归还或损坏的DVD可能带来的损失等。

但相反，哈斯廷斯只是给自己寄了一张CD。哈斯廷斯明白，除非DVD能够通过邮政系统可靠地运输，并且在途中没有损伤或破损，否则他的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和他的联合创始人马克·伦道夫（Marc Randolph）去圣克鲁斯（Santa Cruz）的一家唱片店买了一张二手CD。然后，据伦道夫回忆，他们又去了位于太平洋大道的一家小礼品店，买了用来装贺卡的那种蓝色小信封。他们在信封上写下哈斯廷斯的家庭地址，把CD塞进去，贴上一张一等邮票并寄出。“第二天他来找我的时候，”伦道夫说，“信封就在他手里。信已经寄到他的家里了，里面还有那张未损坏的CD。那一刻，我们俩看着彼此说：‘这个主意可能行得通。’”3

哈斯廷斯的构想很大庞大，也很长远，野心十足。奈飞的联合创始人们清楚地知道“完成”是什么样的，就是像今天这样打造一个庞大的全球流媒体服务商和内容库。

哈斯廷斯和伦道夫并没有直接筹划一个复杂的、翔实的计划来达到这个目标，而是先找到简单到可笑的第一步，以此来确认是接着进行第二步，还是干脆放弃。事实证明，让他们的伟大想法付诸行动最简单、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邮寄那张CD。

第一步的行动可以是最微小的行动

你不必对如何开展重要事项感到不知所措。通常，在找出显而易见的第一步时，你就避免了花费太多精力去考虑后面的许多步。不管这一重要事项包含多少步，在采用这样的策略时，你所要关注的就是第一步。然而，我们常常由于对第一步的错判而无从下手。我们所认为的第一步往往是很多个步骤。不过，一旦我们把它拆分成具体而实际的行动，找出显而易见的第一步就变得很轻松了。

效率专家阿普丽尔·佩里（April Perry）讲过帮一位女士整理起居室的故事。这位女士家里到处都是书，一堆又一堆，一箱又一箱。家具顶上也是书。书把房间堆得密不透风，以至于房间都无法正常使用了。这位女士知道，把书搬出起居室的解决方案是买一组书架放在办公室。然而，即使这个看起来很容易的解决方案也令人感到无从下手。4

“如果现在把我的电脑拿给你，”佩里问这位女士，“你能马上打开电脑订购书架吗？”“嗯，我倒是很想，”这位女士回答说，“但首先，我需要量一下办公室的墙，看看我需要订购一个什么尺寸的书架。”“好的，”佩里说，“你能现在就去量一下办公室的墙吗？”结果这位女士说她不能，因为她的卷尺找不到了。

说到这里，两人都笑了。突然间，事情变得明朗起来。这位女士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真正原因是，她没能找到显而易见的第一步：找来、借来或者买来一个卷尺。找到第一步似乎微不足道。但通常情况下，正是像买卷尺这样小的步骤为我们提供了动力，这种动力是我们在采取后面一个步骤，乃至后面几个步骤时所需要的。

我知道，很多人受到近藤麻理惠的启发，尝试了她那闻名世界的居家整理术。他们喜欢这种理念：抛弃一切，只留下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东西。遗憾的是，其中一些人无法完成。这是因为，近藤麻理惠的整理术5要求你“立即收拾整个房间”，这时候你甚至还没做好开始的准备。这个理念的最终状态当然是令人非常向往的，但如果第一步就令人为难，那么很多人会在开始之前就直接放弃。

佐佐木典士（Fumio Sasaki）在《我决定简单地生活》（Goodbye，Things）中提供了另一个选择。6他建议的第一个行动是：“马上扔掉一些东西。”他力劝读者：“别等到读完这本书再行动。最好的方法是在舍弃物品的同时锻炼你的技能。为什么不立即把书合上然后扔掉一些东西呢？……这就是第一步，马上去做。”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按照佐佐木的建议去做了。

我合上书，然后丢弃了一些东西。这很容易，感觉很好，所以我又多花了10分钟扔掉了其他东西。实际上，在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又受到启发停了下来，又扔掉一些东西。我再一次继续下去，扔掉了更多东西。这就是迈出具体而实际的第一步所带来的力量，它引发了随后专注而轻松的行动。这个原理总是让我想起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一句台词：“虽然她很小，但她很凶猛。”7第一步的行动可能是最微小、最易忽略的事情，但它带来的效果却出奇地显著。

构建最小可行产品，轻松起步

硅谷思维和更广义的设计思维的一个关键原则是，通过构建一个“最小可行产品”来对一个想法进行市场测试。畅销书《精益创业》（The Leam Startup）的作者埃里克·莱斯将“最小可行产品”定义为：“一个新产品的版本，它让一个团队以最少的付出收集最大数量的有效客户信息。”8这种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是轻松的，因为它只需要构建一个最简单的产品版本，并使它能够获得真实可靠的客户需求反馈即可。

想想这个案例吧：爱彼迎的创始人仅凭在一个简易网页上发布几张公寓照片就验证了他们的理念。他们很快就有了3个付费用户，这些用户想在去该城市参加设计会议时住在这间公寓里。更重要的是，这些用户拥有莱斯所说的“有效信息”，即他们想使用这个产品。9这种做法在初创企业中已经极为普遍，而同样的想法也可以应用在任何重要的目标或项目上。我们可以选择先做“最小可行行为”，这种行为能让我们以最小的付出换回最多的信息，而不是拖拖拉拉，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为成千上万种可能性做规划，或者全速向前，在错误的道路上冒险前行。

“微下击暴流”（microburst）是气象学上的一种浪涌（surge）(15)，它能引起短暂而强烈的强风和风暴，通常只持续10～15分钟。10“微下击暴流”发生时，一团气流以每小时约97千米的速度从降雨云中下沉，气流击中地面时力量极大，可以击倒成年的树木。佩里用“微下击暴流”来形容专心做事10分钟的“浪涌”，它可以对我们所进行的重要事项产生直接影响。11它是我们从显而易见的第一步中所获得的动力与能量的小爆发。有了它之后，你的能量和信心会随着行动不断积累（如表7-1所示）。


表7-1　专心做事的不同阶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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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秒改变一切

近年来，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只持续2.5秒。12这是我们心理层面上的“现在”。其中的一个隐含意义是，进展可以以微小增量的形式发生。2.5秒足够我们转移注意力：放下手机，关闭浏览器，深呼吸。2.5秒足够我们打开一本书，拿出一张空白纸，系好跑鞋的鞋带，或者拉开抽屉找出卷尺。

当然，2.5秒的时间也足以让我们陷入不必要的琐事当中。科技巨头公司在不断争夺人们注意力的残酷竞争中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不断尝试新的方式来为我们提供更小的信息单位：Twitter上的280个字符，Facebook或Instagram的“喜欢”功能，我们可以轻易滑动并一眼看完的新闻推送。这些很小的事情可能不会给人浪费时间的感觉，毕竟我们会觉得几秒钟并不算什么。当然，问题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活动几乎不会为我们希望完成的目标带来什么进展。这些事做起来很容易，但是毫无意义。

当我们难以找出显而易见的第一步时，我们需要让一些重要事项变得能够立即开始，或者让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变得失去吸引力。用“2.5秒的视角”看待第一步，这种改变可以让其他改变成为可能，这是有助于养成习惯的习惯。


[image: ]


1．第一步的行动可以是最微小的行动。

2．先做“最小可行行为”，以最少的付出换回最多的信息。

3．用“ 2.5秒的视角”看待第一步，这是有助于养成习惯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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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着追求完美，
完美的前提是完成。

In order to succeed
at something,
you have to get
it done.


1998年2月，佩里·哈特曼（Peri Hartman）前去与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和谢尔·卡潘（Shel Kaphan）会面，卡潘是亚马逊的第一位员工，也是软件开发的负责人。哈特曼走出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第二大道和派克街路口的一座四层砖砌建筑，那正是亚马逊总部。他走了差不多一个街区，来到位于著名的派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的一家小酒馆，与贝佐斯和卡潘在那儿共进午餐边吃边聊。

贝佐斯之所以安排这次会面，是因为有一个一直困扰他的问题：他的电子商务网站发展迅猛，可结账流程非常烦琐。当时网络购物的典型特点是，要下订单，用户必须完成一长串的操作步骤。网站先是弹出一个需要输入姓名的页面，用户点击之后，会弹出一个需要输入地址第一行的页面，再次点击之后，还需要用户填写城市、邮编、信用卡类型、信用卡号和有效期。如果用户要添加一个账单地址或收货地址，则需要进行更多步骤，点击更多页面。很显然，那时候自动填充功能还没有出现，这意味着用户完成一次订购需要好几分钟甚至更多时间。饭局之中，贝佐斯说：“我们需要使订购系统更简捷。我们要让用户花费最少的时间就能订购产品。最好让他们只点击一次就完成订购。”1

回忆起那段经历，哈特曼说，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让网上购物变得更容易。贝佐斯也意识到：“步骤越多，用户就有越多时间改变主意。如果你能让用户‘一键购买’，他们购买的可能性就更大。”当时，网上购物的概念还很新鲜，对很多人来说购物流程非常麻烦。漫长的操作过程不够直观，而且远比当时人们习惯的购物过程要烦琐。当时的人们习惯于走到柜台前，递给柜员一张信用卡结账。人们在网上购物时则每次要输入账单信息、支付信息和寄送信息，这中间每一道环节都是障碍和麻烦。如果能把这些复杂程序简化到一次单击就能搞定，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事后来看，“一键购买”作为解决方案似乎显而易见。但是哈特曼这位聪明而充满激情的程序员，在这之前已经花费了两三个月，致力于对结账过程中每个单独的步骤进行简化，却从未考虑过“一键购买”这一方案。“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他解释道，“贝佐斯说，让我们开始吧。于是我们才做成了这件事。”亚马逊为“一键购买”的流程申请了专利，这使他们在与互联网竞争对手的比拼中占据了巨大优势，也为公司带来了数十年的好时光。2我们无法单独评估这一创新的确切价值，但毫无疑问，它价值连城。

消除不必要的，“完成”好过“画蛇添足”

令我惊讶的是，哈特曼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简化“每个步骤”，但从没想过通过“删减步骤”使“过程本身”变得更容易。这两者之间是有巨大差别的。

不管你迈出的每一步有多轻松，不迈出这一步永远会更轻松。

我儿子12岁的时候定下了一个目标：他要在14岁之前成为一名鹰级童子军。(16)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延伸目标”(17)，但我们一起努力攻克了它，并留下些美好的回忆。儿子快到14岁的时候，他开始做最后一个“老鹰项目”，这个项目需要与一个40人团队一起建造一个约55米长的栅栏，原有的栅栏在一年前的加利福尼亚州大火中被焚毁了。现在，只剩下写一份关于这个项目的报告就可以完成任务。这看起来并不难，但由于我们马不停蹄地做了近两年的童子军工作，这件事的难度在我们脑海中似乎被夸大了，以至于我们觉得还是拖着更容易一些。

事实上，我们很早就开始写这份报告了。当我们失去动力时，工作其实已经进行了一半。但有时候，事情的后半部分好像比前半部分更令人却步。为了使报告更好，我们不停地增添各种附加元素：一个生动细致的开篇、大量的照片、专业的图表等。然而这没有用，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其他童子军投入了几百个小时做出的精美报告（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报告其实是他们的父母花了几百个小时做的），这进一步提高了这个项目的门槛，让我们认为自己应该更加努力。

然而现实是我们的项目始终止步不前，因为每次我们想把它再次捡起来时，我们都感觉手足无措。日子一天天过去，这项工作毫无进展。在那几星期之后，我恰巧在研究复杂组织中的流程简化。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正在把这个过程变得比原本更复杂。添加这么多步骤让我们在精神上和行动上都更难向前迈出任何一步。所以我们不如后退一步问自己：“完成这件事的最低门槛是什么？”

其实，我们不需要制作一个专用的木制活页夹来放报告；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每一张照片都放进去，还为每张照片都写大段的文字说明；我们更不需要为报告设计一个花哨的封面，把开篇打造成一部巨著。所以，我们决定简化流程，以下是我们精简后的必要步骤：“写下20个关键词或引言，把它们打印出来，再剪下来，最后粘贴到适当的位置；打印一页纸当作封面；插入3个章节分隔标签；写一篇3页的文章，回答且只回答被问及的问题；打印出来，把它送到童子军办公室。”全部搞定！这个对我儿子来说非常重要的项目从重新捡起到完成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我们提炼并完成了最必要的几个步骤。最终，他在14岁生日前一星期成了一名鹰级童子军。

当然，这个理念并不只适用于鹰级童子军的项目。一般来说，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解决无数的头疼问题，让你在那些看起来极其困难或复杂的事项中勇往直前。这个方法就是问自己：完成这件事最必不可少的步骤是什么？

需要明确的是，删减非必要步骤不等于“敷衍了事”，或者搞出一些你拿不出手的东西。非必要的步骤就是没有必要的。消除它们，可以让你把所有精力都用在重要事项上。几乎在每一个领域，“完成”都要远远好过“画蛇添足”。“完成”是一件值得引以为傲的事情：想在某件事上取得成功，你至少得完成它。

“只跑1千米”，不做多余的事

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学习时间一直比我少，但成绩却更好。你可能好奇他的秘诀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老师要求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绝不多做，仅此而已。相反，我会做得更多。我会阅读超出要求的内容，研究必要范围之外的东西。这就好比，我可能太迫切地想跑2千米，却忽略了1千米还没跑完。

在某些情况下“多跑1千米”是必要的。例如，外科医生采取额外的措施来防止刀口部位感染，但“画蛇添足”就大可不必了。说到这里，我发现了一个有用的规则：“被要求做事件X，并不构成做事件Y的充分理由。”

例如，被要求做一个演讲，并不是在幻灯片中附加视频、花哨图表和一页又一页数据的充分理由。你是否经常被迫耐着性子听完这样一个演讲：演讲使用的幻灯片有很多页，或者每页幻灯片上有非常多的文字，或者所有东西都让你感到太多了。请思考一下，这真的是你想为别人创造的一种体验吗？

IBM公司传奇般的崛起经历中，有一个极易被忽略但关键的时刻，它揭示了一种更好的工作方法。3路易斯·郭士纳（Lou Gerstner）在刚刚就任IBM首席执行官之后邀请高管之一尼克·多诺弗里奥（Nick Donofrio）在公司会议上发言。郭士纳回忆说：“当时，任何重要的IBM会议的标准演讲模式，都是用投影仪和幻灯片上面的图表来进行演示。IBM的人把幻灯片称为‘薄片’，谁也记不清要这么做的原因了。当多诺弗里奥演示到第二张‘薄片’的时候，我走到桌旁，在他的团队面前尽可能礼貌地关掉了投影仪。在一段长时间尴尬的沉默之后，我坦率地说：‘咱们只谈正事吧。’”

这才是大多数演讲的重点：“只谈正事。”所以，下次你要写报告、做演讲或者进行推销宣传时，请抵制想添加附加部分所带来的诱惑。它们不只干扰你，它们也干扰你的受众。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做演讲的时候，我只用6页幻灯片，上面总共不到10个词。

我们很少需要跑2千米，跑完1千米就比哪里都没去要更好。

能省则省，把握不为人知的简单性

苹果最优秀的产品设计师团队与史蒂夫·乔布斯会面并展示了他们的设计。这款产品允许用户将储存在电脑上的音乐、电影和数码照片刻录到DVD光盘上，它最终面市时叫iDVD（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设计师团队希望博得老板的称赞，因为这是一款拥有漂亮、简洁设计的产品。在呈现它众多特性和功能的同时，设计师团队还为它的精简度感到自豪，要知道原始版本的使用手册长达1 000页。

但团队成员很快发现，乔布斯心中另有想法。他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长方形，然后他说：“假设这是新的应用程序，它有一个窗口。当用户把视频拖进这个窗口，然后点击‘刻录’按钮就完成了刻录。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产品。”4

参与会议的产品设计师之一迈克·埃万杰利斯特（Mike Evangelist）很震惊。他说：“我至今还保留着为那次会议准备的幻灯片，它的复杂程度令人感到荒谬。”回顾这件事的时候他才想清楚，“任何多余的东西都会变成阻碍”。埃万杰利斯特告诉我，他最大的感悟是，在设计这个产品时，他和他的团队当初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他们以一个非常复杂的产品作为开始，然后尝试精简它。但乔布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他从零开始，然后尝试找出最必不可少的元素，以此来实现想要的成果。

我们已经习惯生活中所有事情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却很少停下来质疑这一点。比如，在写作这本书的同时，我推出了一档播客节目。起初，我打算给每位访谈者发送一份包含12个步骤的说明：

1．使用以下信息登录Zencastr网站：用户名：XYZ密码：ABC

2．访谈开始前，点击从Zencastr收到的邮件中的链接。

3．为确保最佳音质，当谷歌浏览器提示时，允许弹出来自Zencastr的通知。

4．将Zencastr存为书签（点击谷歌浏览器地址栏右端的星标），此项是针对第3步的保障措施。

5．确保麦克风状态检查显示“通过”。如果没有显示，请点击长方形音量条底部中心位置带有你名字的标签，查看问题所在，同时点击链接排除故障。

6．确认你能听到我说话，并且我们可以通过Zencastr交谈。

7．点开我发给你的Zoom链接，它应该也在“日历邀请”中。

8．一旦进入Zoom视频，立即关掉Zoom的麦克风。

9．在Zoom上启用视频。

10．当我在Zencastr和Zoom上都点击录制，请确认你可以在两个软件上都看到录制图标，并与我进行拍手测试。

11．然后我们开始吧！

12．结束时，请在关闭窗口前先退出Zencastr账号。

这些步骤，即便只是读完我都觉得很麻烦，更不用说让我的访谈者遵循和照办了。于是我从零开始。我问自己：“别人通过Zencastr与我对话，最少需要几个步骤？”有了答案之后，我把过程简化成这样：

1．访谈开始前，点击从Zencastr收到的邮件中的链接。

2．开启录制和结束录制都由我来做，所以你要做的就只有聊天。

就这样，只需要简单的两步就解决问题了。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些事情包含了过多的步骤，尝试从零开始吧，然后看看你是否能够找到一条可以少走几步，却殊途同归的路。

2001年2月，17个思想独立的人在雪鸟（Snowbird）的洛奇酒店（The Lodge）会面。雪鸟是犹他州的滑雪胜地，位于瓦萨奇山脉。他们在山上休息、聊天、吃饭、滑雪，期间还谈论到软件开发。谁曾想他们在那个周末的谈话变成了一份如今被广泛传阅的文件，名为《敏捷软件开发宣言》（Manifesto for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5在这里，他们为能开发出更好的软件制定了一套原则，即通过消除障碍和阻力来创造一种轻松的用户体验。

《敏捷软件开发宣言》的12条原则之一提道：“简化是必不可少的，技巧是能不做就不做。”他们借此表达的是，如果可以通过更少的代码和设置为客户创造价值，那就最好这样去做。尽管这个原则针对的是软件开发，但我们可以把这个说法应用在任何日常事务之中：“简化是必不可少的，它的技巧是能不做就不做。”换句话说，不管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应该只专注于那些能够带来价值的步骤。每一个非必要的步骤都伴随着机会成本，因此，每去除一个非必要步骤，都会使我们获得更多时间、精力和脑力，并将它们用于重要事项之中。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仅仅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那么多看似复杂的目标和任务。正如安迪·贝努瓦（Andy Benoit）(18)所观察到的，大多数天才取得成功靠的并不是解析烦琐的复杂性，而是利用不为人知的简单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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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比“简化步骤”，“删减步骤”能使过程变得更容易。

2．几乎在每一个领域，“完成”都要远远好过“画蛇添足”。

3．取得成功靠的并不是解析烦琐的复杂性，而是利用不为人知的简单性。

4．确定最必不可少的步骤，把所有精力都用在重要事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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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犯错误就无法领先。

There is
no mastery
without mistakes.


英国实业家亨利·克雷默（Henry Kremer）有一个梦想，他希望能够普及人类动力飞行。1959年，他决心尽自己所能去实现这个梦想，于是创立了“克雷默奖”，他希望用丰厚的奖金激励设计师制造一款可以由单人驱动的飞行器。1

奖金有两笔，第一笔规定，率先驾驶人力飞行器在相隔800千米的两座高塔之间绕行“8”字的团队可以获得5万英镑的奖金。第二笔规定，率先驾驶人力飞行器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团队将获得10万英镑的奖金。这个任务相当于制造一辆“会飞的自行车”。考虑到当时人类在航空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似乎是一项很容易完成的挑战。毕竟整整半个世纪之前，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Kitty Hawk）南部已经完成了飞行，而这距离人类首次横跨大西洋不间断飞行也有40年了。10年前，查克·耶格尔已经突破了音障(19)，而再过10年，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将会在月球上行走。然而现实是，不管这个挑战看起来多么可行，在过去的17年间，很多专业团队都在尝试过后宣告失败。

就在这时，保罗·麦克里迪（Paul MacCready）登场了。当时的他负债累累，根本没有什么团队，只有朋友和家人，就连年少的儿子也被他征召为飞行测试员。反观他的竞争对手们，都是人手充足、资金雄厚，打造着“庞大、复杂而外形美观的飞机”，这些飞机有巨大的机翼、木制“筋骨”，以及金属或重型塑料外壳。即使如此，这些团队还是没有拿到那些奖项。

起初，麦克里迪也不知道原因。后来他突然发现，大家都在努力解决一个错误的问题。真正的挑战不是一下子就制造一架能在两座高塔之间飞“8”字的完美飞行器，而是需要先建造一架大而轻的飞行器，原因是不管它多丑，它都可以在实验阶段坠毁后很快地被修理、调整、改动、再设计。就在那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

麦克里迪和儿子立即开始行动，新飞行器的灵感来自自然界中最简单、最具航空动力学特点的模型：鸟类飞行。两个月内，他们的第一版“戈萨默秃鹰”（The Gossamer Condor）起飞上天。虽然它只有约25千克，且看上去很业余——尤其是与其他人制作的更时尚的作品相比，但重点就在于此。麦克里迪说：“如果它在着陆时坠毁，你可以拿一根扫帚柄和一卷强力胶带来修理。用胶带把扫帚柄粘上去就能继续飞，5分钟之内就搞定了，而同样的事故可能会让那些更大、更精致的飞行器差不多6个月没法飞行。所以我们比他们获得了更多的飞行经验。”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戈萨默秃鹰”共飞行了大约222架次，有时候一天要飞好几次。这可能是一些竞争对手的飞行器永远都达不到的数字。在第223次飞行中，“戈萨默秃鹰”完成了“8”字挑战，并赢得了第一个“克雷默奖”。两年后，“戈萨默秃鹰”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使麦克里迪赢得了第二个“克雷默奖”。

他成功的秘诀在于极其聪明地领悟到，他不需要在飞行科技方面取得什么高级突破，专注于飞行器的外形精美和复杂实际上有碍于事情的进展。一架可以在坠毁后迅速修复和改进的丑陋飞行器则能让真正重要的事情更容易取得进展。原来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制造一个飞行器，让它可以像麦克里迪所说的那样：“左转，右转，在开始和结束时飞得足够高。”

同理，在你完成一项任务时，如果你想“制造一个更好的飞行器”，不要试图让所有事情都一步到位。相反，应该拥抱那些“简陋的雏形”，这样你就可以迅速完成坠毁、修理、调整、改动、再设计的过程。在你学习、成长和解决重要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更容易的方法。

非凡的突破常常从“垃圾”中诞生

很多人由于误解了创造的过程而无法创造出精彩的东西。同样，我们看到一些优秀或者美丽的东西时，会想象它从一开始就是美好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尤达宝宝(20)那样。但事实恰好相反。

皮克斯公司前CEO埃德·卡特穆尔曾经说：“皮克斯故事中的每个角色都始于一个丑娃娃。”2根据卡特穆尔的说法，他们最初的草图“拙劣而不成型，残缺而不完整”。这就是为什么卡特穆尔一直在努力营造一种为此类“垃圾”创造空间的文化氛围。因为他明白，如果创作过程中没有产生数百个糟糕的想法，最终就不会有“巴斯光年”这样的好角色。如他所说：“皮克斯的创立是为了保护我们导演的丑娃娃。”

辉瑞制药公司有一个名为“敢于尝试”的项目，阐明了7种特定的行为来督促创新。例如，“新鲜感”鼓励员工在新的地方找到新的创意；“活泼”激发员工孩子般的好奇心和乐趣；“温室”保护员工的早期创意免受苛责，不管看起来多么像垃圾，都允许其成长。3

成就非凡者很容易排斥“从垃圾开始”的观念。他们在事情进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追求完美。但是他们的标准既不现实，又鲜有成效。

例如，很多人把学习一门新语言当作一个重要事项，这是一个对他们很重要的梦想。可是他们却不练习用新语言与他人交流，因为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他们希望一张口就能说得完美无瑕，或者至少不要闹笑话。不过，我的一个教西班牙语的朋友不这么认为。他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博士，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也获得博士学位。学生时期，他就已经认识到，学习一门语言时，多犯错误会让人学得更快。后来教学时，他让学生们想象自己有一个装满1 000颗珠子的袋子，每次在与他人交流时犯了错误，就拿出1颗珠子。当袋子被掏空的时候，他们大概率会非常精通这门语言。因为犯错越多，进步就越快。

你是否有想学的新东西，但感到无从下手？你是否知道有些东西会给你个人或职业带来巨大价值，却被通往目标的漫长道路吓退了？那就实践一下“一袋珠子”的方法，转移你的注意力，在开始的时候尽可能多地去犯错误吧。

不犯错误就无法领先。没有成为“垃圾”的勇气，就无法成就学问。比如说，最近我决定参加一个人身保险的考试。通过这次考试的一个方法可能是，带着每次测试题都要拿满分的目标，我先认真彻底地翻阅堆积如山的教材，观看所有录像，详细地做笔记，记住所有内容，然后再去做测试题。然而，这样的方式实在太难了。可能我会在前两次做测试题时拿下高分，但随后就精疲力竭，放弃努力，最后连考试都没参加。与之相反，我决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做测试题。预计自己大约会答错50%的题目，但实际上这就是我的目标：用最快的方式犯错，尽快找到薄弱环节。我不想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自己已经会做的题目上，我想花时间攻克我不会的题目。最初的几次测试，我得到了很垃圾的分数。我查看了自己做错的地方，然后针对这个部分进行了更多的测试。很快，我的分数不那么垃圾了，后来变得更高一些，最后我通过了考试。

不完美就是完美

允许自己失败是需要勇气的。失败很吓人，它令我们变得脆弱，而且失败的代价越高，就需要越大的勇气。鉴于我们的勇气储备有限，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用尽可能低廉的成本体验失败，并从失败中学习。

例如，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想趁着犯错成本较低，让他们有机会在财务方面犯错。毕竟，我们宁可孩子在8岁和10岁时在零花钱方面犯错，也不愿他们成年之后在毕生积蓄上犯错。所以我们给他们3个玻璃罐来存钱：一个用于慈善，一个用于储蓄，一个用于消费。当他们收到零花钱时，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分配。对于应该存多少、花多少，我们没有给出任何建议。我们想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做出那些垃圾的决定。比如，我们的儿子有一次用存下的40美元买来一辆电动赛车，然后他后悔了。他后悔自己没有用这笔钱来购买乐高积木。现在他是一个14岁的孩子了，正在为购买一项重要的服务而存钱，这将花费数千美元，而我相信他不会后悔。这是因为，他已经从代价较低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我将这类错误称为“学习型错误”。我们不希望孩子通过艰难的方式学习理财，而是想让他们通过既简单、代价又低的方式学习。

为了在重要事项上轻松地取得进展，我们必须鼓励“学习型错误”。然而这并不是让你自己或其他人一直做低质量的工作，而是放下事事追求完美所带来的非必要压力。正如领英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21)对他新聘请的幕僚长本·卡斯诺查所说的：“为了能快速行动，我预计你会犯一些错误。我可以接受10%～20%的错误率，如果这意味着你能够快速行动的话。”卡斯诺查回忆说：“当我心中有了这个比例，我感觉被赋予了决策权，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解放。”4

毫无疑问，霍夫曼在创业和经商方面也秉持同样的理念。“如果你没有为你第一次发布的产品感到尴尬，”他说，“那说明你发布得太晚了。”或者换句话说：“在产品发布方面，不完美就是完美。”

不停犯错比碌碌无为更可贵

另一种让失败成本尽可能低廉的方法是保护我们的“垃圾”不被自己头脑中严苛的批评所伤害。与其为发球下网而感到羞愧，不如先为自己能登场打球而庆祝；哪怕犯下最蠢的错误，也不要贬低自己，要为你不再重蹈覆辙而感到骄傲；任何时候，当你对一些有意义的挑战感到无所适从时，都可以像对一个学步的孩子那样对自己说：“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你可能觉得摇摇晃晃，但你已经开始了。你会做好的。”

你还要提醒自己，每一个伟大的成就在开始时都是垃圾，是的，每一个都是。正如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的：“不停犯错的人生比碌碌无为的人生更加可贵，而且更加有益。”5

我见过很多对写书有使命感的人，但他们常常在写下第一稿的第一章之前就放弃了。他们认为每句话都必须是完美的，或者接近完美才配得上这一页。这种想法甚至让他们无法动笔。我建议他们采用“零草稿”的方式。也就是说，你的第一章第一稿可以非常粗糙，甚至可以粗糙到不配被当作第一稿。

“零草稿”的理念就是写什么都行，越垃圾越好。它不必被任何人看到，也从不需要被别人评判。甚至不必把它当成一份稿子，它只是有字的纸而已。你会惊讶地发现，用这种方法让你的灵感涌现是多么容易。就像美国优秀诗人马娅·安杰卢说的：“当我要写东西时，我就随便写。然后，‘灵感’好像开始相信我是来真的了，于是灵感说：‘好吧，好吧，我来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名多产的作家，她著有18部诗集、18部小说、11部非虚构类散文、9部短篇小说集和8部儿童读物。她曾写道：“一个词接着一个词再接着一个词，就是一种力量。”6即使是垃圾词句，也比一张白纸更有力。实际上，垃圾词句真的有力得多，因为如果没有当时的那些垃圾词句，就不会有后来的著作。

因此，如果你认为从一开始凡事就必须完美，致使你对某个重要事项无从下手，那就降低“开始”的门槛吧。不管写书、谱曲、画画，还是其他任何需要创造性的事情，灵感都来自“成为垃圾”的勇气。

面对重要事项，我们可以从拥抱不完美开始，从有勇气“成为垃圾”开始。一旦开始了，事情会变得不那么垃圾，接下来会更好一点。最终，非凡而轻松的突破就从“垃圾”之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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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试图让所有事情都一步到位。相反，应该拥抱那些“简陋的雏形”。

2．用尽可能低廉的成本体验失败，并从失败中学习。

3．放下事事追求完美所带来的非必要压力。犯错越多，进步就越快。

4．不停犯错的人生比碌碌无为的人生更加可贵，而且更加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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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行动上限，
找到轻松的节奏。

Set an upper bound
to achieve
effortless space.


在20世纪初期的大探险时代，探险家们梦寐以求的成绩就是抵达南极点。1这个挑战此前从来没人完成过，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也从未有过。生活在公元前320年前后的第一个极地探险家皮西亚斯（Pytheas）没有到过南极点，距离他1000年后的维京人没有到过，曾经威风八面的英国皇家海军也没有到过。

1911年11月，有两支队伍都计划率先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领队分别是来自英国的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im Scott）上校和来自挪威、有“最后的维京人”之称的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两支队伍面临一场“极地之争”。他们在几天内相继出发。这是一场2400多千米的赛跑，一场生与死的较量。确实如此，一队会凯旋，另一队可能一去不返。然而，看他们的日志，你绝对想不到这两队人马在不同时间段但完全相同的天气条件下走过了完全一样的旅程。天气好的时候，斯科特会让他的团队走到筋疲力尽；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们原地休息，斯科特会窝在帐篷里写日志抱怨。有一天，他写道：“我们在天气方面的运气太差了。与我们前人经历的天气相比，现在这种天气让我感到更加困难。”他在另一篇日志中写道：“我不相信有任何队伍可以在这样的天气中前行。”

但是有一支队伍却做到了。在类似的暴风雪天气里，阿蒙森在日志中写道：“这是一个讨厌的日子，我们经历了暴风雪、偏航和冻伤，但我们距离目标又近了21千米。”

1911年12月12日，情节变得耐人寻味起来。阿蒙森和他的队伍来到了距离南极点72千米的地方，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目的地。他们已经艰难前行了1000多千米，即将赢得他们生命中最伟大的比赛。锦上添花的是，那天的天气对他们有利。阿蒙森写道：“地面情况一如既往地好。天气棒极了，阳光普照。”在当时所处的南极高原，他们有理想的条件通过滑雪和乘雪橇的方式抵达南极点。只要奋力一搏，他们一天之内就能抵达。

但相反，他们最终花了3天时间。为什么？因为从旅程的最开始，阿蒙森就坚持要求他的队伍每天前行24千米。他们不多走，也不少走，最后一程也不例外。事实上不管下雨还是晴天，阿蒙森都不允许每天行进超过24千米。阿蒙森坚持要充分休息，并且在前往南极点的旅途之中保持稳定的行进节奏。斯科特则只在天气严寒的时候允许他的队伍休息，在天气转暖的时候命令他的队伍进行“非人的努力”。

这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可以解释为什么阿蒙森的队伍获得了成功，而斯科特的队伍失败了。关于此次“南极点之争”，罗兰·亨特福德有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设定一个稳定、一致、可持续的行进节奏，最终让挪威人的队伍“不需要特别的付出”，便抵达目的地。

不需要特别的付出？！他们却完成了一项探险家们几千年来未能实现的壮举。当然，他们并不是每一天都很轻松。但即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他们的目标也是可行的，因为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他们每天的路程不会超过24千米，无论如何都不会。1911年12月14日，阿蒙森率领他的队伍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抵达南极点的人。然后他们安全地完成了约2.6万千米的返程之旅。当斯科特和他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队伍抵达南极点时，却发现他们比对方晚了大约34天。他们的返程之旅更加悲惨，队伍筋疲力尽，蹒跚前行。冻伤令他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最终一行5人全部冻死。有人在临终前写下记录，希望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有一天能够看到。

勉强为之，得不偿失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试图在某个目标或项目上取得过快进展，那么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累了，所以休息一下，但随后我们觉得必须弥补这部分进度，所以我们再恶补一下。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她很迫切地想要写完一份商务计划。所以，她决定把周末的每一分钟都用来做这件事。她勉强为之，这使她筋疲力尽，无法思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她的进展更缓慢了。她说：“我一思考这件事，大脑就停工。”

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定下一个目标，在我成长的英国约克郡参加一场5千米越野赛。那天到来的时候，我很紧张。在父母和祖父母的注视下，我走上起跑线。尽管我感觉没有准备好，但如果我按照既定计划去跑的话，也能取得好成绩。我的既定计划是：慢慢跑。我喜欢那样跑：出发时慢一点，然后慢慢加速；从其他跑者身后超越他们，慢慢感受肾上腺素的涌动。然而，现实是我的紧张感占据了上风。比赛一开始，我就把比赛计划抛诸脑后，和其他选手一起冲过起跑门。我全速飞奔，跑了100米之后就被迫停下大口喘气。当我终于喘过气来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我落后了，并且一直都落后。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我在60名选手当中获得第57名。事后看来，我全速飞奔的代价远不只是这一场比赛的失败。由于这次失败令我感到太丢脸，我后来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越野跑比赛。

当我们试图完成一些重要事项时，全速飞奔的起跑很有诱惑力。问题是，开始时冲得太快，整个过程的进度反而会让我们在剩下的路途中被拖慢。用这种高开低走的方法完成重要事项总会付出过高的代价：我们在全力拼搏的时候感到筋疲力尽，在无力拼搏的时候感到无精打采、意志消沉。我们最终往往会像那些英国探险家一样：身心俱疲却仍然没能完成目标。幸运的是，还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轻松的节奏。

设定行动上限，找到轻松的节奏

在我刚刚成为一名有抱负的作家时，我对写作充满激情和动力，但并不始终如此。有几天我会写作，有几天我会谈论写作，其他的时间里，我会谈论对写作的思考。与此同时，我有一个音乐家朋友决定写一本关于她歌曲的书。她创作过很多音乐，写过3 000多首歌，有101张专辑和9支康塔塔。(22)她的音乐在世界各地播放，包括“美国国家祈祷早餐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s）、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以及“奥普拉脱口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我看着她这些年来以稳定的节奏获取成就，感到非常激动。那么作为一名作家时，她做得如何呢？2

事实证明，她做得也很棒。她决定选出100首歌，讲述每首歌背后的故事。她每星期写两个故事。“这样这件事就是可控的。”她解释说。写完两个故事之后，即便她有精力并且愿意多写，她也会停止这周的工作，因为每周两个故事就是她的上限。当我知道她的书在9个月内写完并送到出版社时，我惊呆了。那时候，我还在断断续续写我的书。

当你仍然有精力的时候，用有所保留的方式去完成重要事项看上去可能是反常识的。但事实上，这种克制是在效率方面实现突破的关键。正如著有18部畅销小说的莉萨·朱厄尔（Lisa Jewell）所说：“要调整自己的节奏。如果你写得太多、太快，你就会偏离主题，失去方向，而如果你不经常写，你会失去势头。每天写1 000字是一个不错的量。”3

2020年7月，我采访了前铁人三项运动员本·伯杰龙，他是英国最健美的运动员。显然，他有足够的体能应对额外的工作。但他严格遵守着一项规矩：每天下午5点25分离开办公室，正是这个规矩让他在专业领域和个人生活中都表现出色。在清闲的日子里，他会在下午5点25分离开办公室。在忙碌的日子里呢？他也会在下午5点25分离开办公室，没得商量。哪怕他正在开会，只要5点25分一到，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起身走向门口。现如今，和他一起工作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不是有意冒犯，只是他工作时间的上限就是下午5点25分。

要达到轻松的节奏，没有比设定一个上限更好的方法了，不管是“每天的千米数”，还是“每天的字数”，或是“每天的小时数”。所有人都希望尽快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如完成手稿、跑完5千米、推出新产品。因此，我们都觉得进展越快越好。毕竟，生活中很少有什么能比“完成”更令人满足。但是，我们过分热衷于完成某件事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犯一个错误，误以为所有进程都能按计划进行。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们的一个女儿，通过一件事避易就难地学到了这一点。我们让她负责照顾鸡（是的，我们养了鸡）。她需要做的工作包括收集鸡蛋、喂食和喂水。我们鼓励她每天都去做这些事，但她判断可以隔几天不做，每3天多做一些也是一样的。她争辩说，那样她就可以减少工作次数，每次收集3倍的鸡蛋，只要一次性留下3倍的食物和水就行了。然而，随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天气变热了。这意味着鸡要喝比平常多的水，而且喝剩下的水也比平常蒸发得更快。最终，女儿很伤心地告诉我们，有一只鸡由于缺水而在高温中死掉了。

生活中有太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天气无法控制，野火、飓风和新冠病毒无法控制。我们的孩子感冒了，车坏了，一个遇上难事的朋友需要我们关照，这些也都无法控制。当许多意想不到的危机可能出现并使我们偏离计划时，我们如何才能保持稳定的节奏？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军方使用VUCA这个缩写来描述全球环境：一个不稳定的（volatile）、多变的（uncertain）、复杂的（complex）和不明朗（ambiguous）的环境。为了应对这种新的常态，军方提出了几种也可在日常生活的“战场”上应用的策略，从而更轻松地应对重要的事情。4

策略之一体现在一句军事箴言中：“慢则稳，稳则快。”5意思是，当你慢下来时，事情会更平稳；而当事情平稳时，你就可以行动得更快。战场上的步兵尤其如此。对于他们来说，事情的关键在于协调行动并且同时对各个方向的潜在威胁保持警惕，这种威胁通常是在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如果你停下来或者动作过慢，你就变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但如果你移动过快，又会被包围和包抄，”清洁能源领域创业者和高级顾问乔·因德威克（Joe Indvik）写道，“如果你仔细观察精锐步兵的移动方式，会发现它看起来是这样的：他们移动时介于行走和奔跑之间，重点在于脚步快速但谨慎，举起武器的同时有节奏地朝各个方向扫描战场。”他说，缺乏经验的步兵总是狂热地冲锋上阵，给人气势十足的印象。这种方法的问题是，一旦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只能仓促避险，可能会躲到一个没有时间审视或评估危险的地方。就像谚语中的野兔(23)，这种“拔枪—收枪”的循环可能在当时看起来很迅猛，但在具体的环境中，从长远来看这是很低效的，还会受到不明威胁的困扰。

当你慢下来的时候，事情会更平稳。你有时间去观察，去计划，去协调努力。但是如果太慢，你会陷入僵局或者失去势头。这个道理不只在战场上适用，在生活和工作中同样适用。日常生活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要设置合理的进度范围，并按照这个范围执行。

当我们想在一个重要事项上取得持续稳定的进展时，生活常常会干扰我们。我们可能原计划伏案工作一上午，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会议中。我们可能在日历上为重要工作预留了几个小时，结果却被孩子搞崩溃后无法工作。然后，为了弥补我们所认为的低产出，我们整个周末都在疯狂工作。我们知道，这会付出代价：工作质量下降、内疚感上升、自信降低。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是，我们可以设立上限和下限（如表10-1所示）。利用下面的规则：永远不要小于X，永远不要多于Y。


表10-1　重要事项的上限和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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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合适的范围，能使我们以稳定的节奏前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取得持续的进展。下限应该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动力，但在遇到意想不到的干扰时依然可以完成。上限应该高到足以产生良好的进展，但不能高得让我们疲惫不堪。一旦我们进入这个节奏，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我们就能采取“轻松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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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高开低走的方法完成重要事项总会付出过高的代价，最好找到一种轻松的节奏。

2．要找到轻松的节奏，没有比设定一个上限更好的方法了。

3．慢则稳，稳则快。在做事的过程中要设置合理的进度范围，并按照这个范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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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5大杠杆，做能够产生复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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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纳什（Steve Nash）仍然保持着NBA生涯罚球命中率的最高纪录。1他退役时的命中率纪录为90.43%，要知道精英球员的平均罚球命中率为70%～75%。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纳什退役多年后，一名记者在采访他之后对他有这样的描述：“看他投篮就像观看一套绝妙又细致的自动化操作，身体动作之精确更容易令人联想到钟表而不是人类。在我们共度的那个下午，他的投篮如此精准，以至于命中之后无须走过去捡球。因为他投篮入筐的角度，会让篮筐通过摆动把球甩回去，一次又一次，就像有磁力一样。”

这就是取得“轻松成果”的意义。它不是通过高强度的努力取得成果，而是一次又一次轻松地取得成果。为了在生活中反复取得轻松成果，你只需要把产生线性成果的行为转变为产生复利成果的行为。

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你付出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一次性的产出，你得到的就是线性的成果。每天你都从零开始。如果你今天没有付出努力，那么你今天就没有成果。这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你付出的努力等于取得的成果。任何领域中都会存在线性成果。例如：

一名员工工作1小时并获得这1小时的报酬，他获得了线性的收入。

一名学生为了应对考试死记硬背并得到相应的分数，他获得了线性的知识。

一个人今天决定锻炼1小时，但明天是否锻炼还需要另行决定，他做出的是线性的决定。

一名企业家只有在积极努力时才能赚钱，这是线性的商业模式。

一名志愿者服务1次并产生了1次影响，他做出了线性的贡献。

一个人努力“让自己”今天做某事，他采取了线性的行动。

一位父亲不得不每天都提醒孩子们做同样的家务，他在采取线性的育儿方式。

线性成果是有限的，它们永远不会超过你付出的努力。然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

“复利成果”是完全不同的。复利成果是，你付出一次努力，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收获好处。不管你是否又付出了额外的努力，都会持续获得成果。你睡觉的时候会获得成果，你休假的时候也会获得成果，复利成果几乎可以是无限的。例如：

一位作家写了一本书并在此后许多年里获得版税收入，他得到的是复利收入。

一名学生学习了基本原理之后可以在很多地方轻松运用它，他获取了复利知识。

一个人决定每天锻炼一次，他做出了一个复利决定。

一名企业家即使在休假6个月的情况下也能让业务运转，他拥有一套复利的商业模式。

一名社会企业家提供小额贷款并得到偿还，这样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向外贷款，这是一种复利贡献。

一个人每天习惯地、不假思索地、不费力气地做同一件事，他从复利行为中受益。

一位母亲把一大堆家务交给孩子去做并让做家务变得有趣，所以每天都无须催促孩子干活，她在进行复利式育儿。

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我在夸大其词？并没有。如图Ⅲ-1所示，如果你已经习惯于“一个行为换取一个结果”，那么不断获得成果的想法可能看起来不太可信。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工具，把我们适当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转化成“轻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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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Ⅲ-1　复利成果和线性成果对比图



复利成果就像越滚越高的利息。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复利的概念总结得最到位，他说：“钱生钱，生来的钱再生钱。”换句话说，当我们收获复利时，我们是在创造“轻松财富”。2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对其他事物的追求。例如，我的一个朋友杰茜卡·杰克利3在东非做志愿者时曾经遇到一位名叫凯瑟琳的当地鱼贩。在凯瑟琳的村子里，人们对鱼的需求量很高。每天，她从中间人那里一次性购买半打鱼，然后在路边的摊子上售卖。但是她有7个孩子要养活，她希望自己能直接从渔民那里买鱼，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这样一来，她的行程将超过100千米，而她承担不起乘坐大巴车的费用或浪费在市场上的时间。要实现这个目标，她需要大约500美元的资助。

凯瑟琳这样的村民，再加上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24)近期关于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的一次演讲，这些事情激励杰克利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一个名叫Kiva的平台。Kiva是一个众筹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提供任何数额的贷款。但回报不会就此结束。因为贷款将以Kiva信贷的形式被偿还，当贷款被还清，或者超过98%的贷款已被还清，Kiva就允许你将这笔资金再借给另一位企业家。这个循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你的一次性投资变成了一次永久投资，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里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提供支持。杰克利不是简单地一次性赠予凯瑟琳500美元，而是创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已经发放了超过13亿美元贷款。这就是线性和复利的区别。

杠杆是使做功变容易的简单机械，它是一根固定在支点上的刚性梁。支点与梁上的受力点之间距离越长，移动重物或抬起重物所需的力就越小。换句话说，杠杆会使我们付出的努力效果倍增。当你玩跷跷板的时候，使用开瓶器或撬棍的时候，或者划船的时候，你都在利用杠杆原理。希腊数学家和机械工程师阿基米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发现杠杆原理的人。4他曾说，如果给他一根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支点，他可以撬动地球。我对于如何将杠杆原理应用到其他领域感到着迷。表Ⅲ-1是一些例子。


表III-1　将杠杆原理应用到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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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杠杆也有缺点，这取决于你撬动了一个什么样的杠杆。一个同样适度的力也可能产生令人惊讶的负面复利成果。一个坏名声会毁掉你数年的机遇；一个坏习惯会在数十年里危害你的健康；雇用错误的人，他们会用100种方式对你的业务产生负面影响；写下错误的代码，会导致用户一次又一次操作失误。力的传递方向完全取决于我们。

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两种：困难的方法是付出低效的努力，容易的方法是付出轻松的努力。我们可以借助杠杆来付出轻松的努力。接下来的章节将展示如何利用这个强大的工具来产生优质成果。我们将通过接下来的几章内容讲述如何发挥杠杆的作用，让你可以凭借适当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取得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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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知识可以打开一扇机遇之门，
但创造知识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机遇。

Knowledge may
open the door to
an opportunity, but
unique knowledge
produces perpetual
opportunities.


1642年这一年，以天文学之父伽利略的去世开始，以牛顿在圣诞节的早产结束。1牛顿出生时不到2千克，他的母亲说他“小到可以装进约1升的器皿里”，人们以为他只能活几天，但相反，他不但长大了，而且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写出了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这本书也被简称为《原理》（Principia）。这部非凡著作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运动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定律构成了整个物理学领域的基础。

这些定律解释了世界上的物质是如何运动的，描述了行星在太阳系中的运动轨迹，它们在推动科技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定律改变了世界。没有它们，我们就不可能造出汽车，发明喷气式飞机，甚至把人类送上月球。

当然，牛顿的著作没有提供制造汽车、喷气式飞机和宇宙飞船的方法，但它们提供了更有价值的东西：一组日后可以应用于汽车工程学、航空学、宇宙航行及更多领域的原理。

当我们生活节奏加快，变得越发忙碌、不堪重负时，我们习惯于寻找一些容易操作的指导方法，拿来立即解决问题，不必劳神费力。但这是一种错误。为什么？因为方法仅在一种情况下有用，可以解决特定类型的问题，却无法反复使用。原理则可以被广泛和反复应用。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原理是普遍适用和永恒的。

换句话说，具体方法只能产生线性成果。如果追求的是复利成果，我们就必须究其原理。事实上，英文中的“原理”（principia）一词的意思就是“基本原则，根本的原因或因素”。2基本原则就像知识的基石，一旦正确地理解了它们，你就可以反复应用。

美国效率工程师哈林顿·埃默森（Harrington Emerson）以其对管理领域的开拓性贡献闻名，他曾说：“就方法而言，可能有100万种，甚至更多，但原理很少。掌握原理的人可以正确地选择自己的方法，只尝试方法而忽视原理的人肯定会有麻烦。”3

探寻原理，摸索共性

并非所有知识都有持久的价值。有些知识只能用一次。比如说，你为了考试记住了一个事实，考试一结束你就把它忘记了；你在手机上浏览了一则有趣的新闻，几分钟后却意识到，你的大脑没有记住任何细节；你十几岁的孩子向你说明如何操作电脑，但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那些说明就不再有意义了。

然而，另外一些知识能用无数次。如果你懂得事件为何发生或者它如何运行，你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应用这些知识。例如：

一名学生学会了所有学科的基本原理，他随时可以轻松地以各种方式应用这些知识。

一位母亲或者父亲如果学会养育儿女的基本原理，就能应对数百种不同的育儿挑战。

一名企业家如果了解客户的真正需求，就可以将这些知识应用到任何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中。

一名管理者学会如何让她的团队团结协作，就可以在未来把这种方法应用在其他团队身上。

一个懂得如何做决定的人，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某些东西只需掌握一次就能使用无数次，这是很划算的。一次性的前期投入，会随着时间推移，让你一次又一次获得轻松成果。

《穷查理宝典》的作者彼得·考夫曼曾想弄明白“世间万物如何运转”。通常来说，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有点儿夸张，甚至可笑。大多数人都会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就放弃了。于是，考夫曼找到一条捷径。他花6个月的时间读完了每一本线上发行的《探索》杂志末尾的简要访谈，一共144篇。每一篇都很短，但都是对科学领域某一方面的高质量总结，针对非专业读者而写，语言简洁，有清晰的例子和引人入胜的故事。

很快他就发现，可以把自己学习的东西分成三个数据库。第一个是最古老和最大规模的数据集合：无机宇宙。它涉及物理学和地质学，涵盖了地球130亿年的历史。第二个是生物数据库，是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的相关数据。它涵盖了大约30亿年的历史。第三个是整个人类历史数据库，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经历的相对短暂的时期。然后他从中寻找共性，找出三个数据库里的事物一致运转的原理。

在第一个数据库里，他找到了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每一个作用力都对应着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换句话说，对某个物体施加的力越大，这个物体反作用回来的力就越大。在第二个数据库里，他找到马克·吐温的一个例子：如果你抓住一只猫的尾巴会发生什么？它会反击你。在第三个数据库里，他找到类似的东西：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如何对待我们。

这种共性被他称为“镜像回报”，或者换句话说：“你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想想我们可以怎样应用这种原理吧！发送一个感谢的短信，你会得到一条感谢的回复。真诚地对别人微笑，别人也会对你微笑。在交谈中向别人提供信息，作为回报，他们也会愿意与你分享信息。在一个研究“镜像回报”原理的实验中，一名研究员向600名素不相识的人送去了手写的圣诞卡片。4每张卡片都包含一句话和一张全家人的照片。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收到回复了。最后他收到了近200张卡片。

普遍性原理不仅适用于科学，事实上，在理解他人的时候，这些原理也可以提供同样有用的思维捷径。

刚结婚的时候，我有一次想给妻子一个惊喜，我买了一张肉宴比萨，我知道她喜欢这个。结果如我所料，那天晚上她高兴极了。于是，第二天晚上我满腔热情地重复操作，又用肉宴比萨给了她一次惊喜。她简直太有礼貌了，直到我连续三晚给她“惊喜”，她才说：“哦，又是肉宴比萨？”显然，在这件事上，我曾成功使用的那种方法可以奏效的次数是：只有1次！

如果我不是重复使用这个方法，而是找出一个原理会怎样呢？比如捕捉到妻子的真实需求，思考什么事情是她真正看重的，什么事情是能够让她连续开心超过3天的。要得到这种深度洞察力，需要预先投入更多的精力。但是你一旦找到了，你就可以一次次地应用。

种下一棵知识树

许多人以为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有机械工程和火箭科学的学科背景，但实际上他创办这些企业时，对这两个领域都了解不多。有一次他被问道，如何把整个复杂的新领域这么快就“下载”到自己的大脑中：“我知道你读过很多书，雇了很多聪明的人并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但你得承认，你找到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让你在头脑中装入了比任何人都多的知识。你是如何做到的？”5他回答说：“重点是要把知识看作一棵树。在你获取树叶也就是具体知识之前，确保你已经理解基本原理，也就是树干和大的枝杈。要不然，树叶就无枝可附了。”

换句话说，当我们有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我们所学到的额外知识就有了“附着”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安置在我们已有的思维框架之中。对人类学习方式的科学研究印证了马斯克的方法。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有一种改变的能力，也就是“神经可塑性”（Heuroplasticity），无论在单个神经元层面，还是在学习新技能的复杂层面上（比如制造火箭）都有所体现。当我们尝试学习新东西时，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尝试、失败和调整。导向成功的神经连接将得到巩固和加强。就像一棵树通过变粗变壮来支撑新枝杈的生长那样，我们的大脑神经也可以发展连接，把新的信息纳入我们已有的知识根基。与此同时，那些没有成果的连接会变弱，最终像枯枝一样被折断。6

正是由于对基本原理、基本法则的探索，马斯克彻底改变了新能源行业。他将宽带卫星发射到太空，设计了高速的超级高铁旅行系统，建造了更好的太阳能电池，并将宇宙飞船送往火星。理解事物的最基本规律，我们就可以用全新的、独特的方式运用它，马斯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副董事长，96岁的查理·芒格不仅是巴菲特的得力助手，还是一名投资界的传奇人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芒格经营着一家年回报率超过24%的公司。如果你在芒格加盟哈撒韦公司的那天投资了100美元的股票，今天你已经拥有超过180万美元的收入。

大多数职业投资人都成了金融市场专家。他们研究驱动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力量，学习关于债券市场利率、宏观经济学和小盘股的一切知识。但是芒格采取了不同的学习方法。

以赛亚·伯林1953年的原创散文《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7重新演绎了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的寓言。阿基罗库斯写道：“狐狸知道许多事，但刺猬了解一件大事。”(25)吉姆·柯林斯对刺猬的喜爱是出了名的，他用刺猬式思维方法在商业世界取得成功。8他认为狐狸缺乏专注力，浪费了精力。但阿基罗库斯的比较是想暗示，如果狐狸不只是知道许多事，而是懂得如何把这些事联系起来，它会做得更好。芒格就是一只把许多事联系起来的狐狸。

芒格对待投资和生活的方式，就是追求他所谓的“市侩智慧”。9他相信，把诸如心理学、历史学、数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以及更多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比各部分的总和还要伟大的东西。芒格认为，独立的若干事实是无用的，除非它们“在理论框架上相结合”。换句话说，整体要大于各部分之和。

独立的各种想法代表线性知识。但当它们相互关联时，这些想法形成了复利知识。芒格的助理特伦·格里芬（Tren Griffin）举了以下的例子：一家企业抬高了产品的价格，但卖出去更多。如果你只考虑经济学原理及其供需规律，这是讲不通的。但如果你也考虑到心理学原理，你会明白，买家认为更高的价格代表更高的品质，因此会买更多。

别人在其他领域最专业的知识可以帮我们拓宽认知范围。正如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180万篇科学论文之后所发现的那样，最好的新想法通常来自将某个领域的现有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以一种“不常见的组合形式”相结合。10这就是为什么芒格如此明智地相信一个原则：“学习别人已经掌握得最好的知识。”如他所说：“我不相信坐在那里全凭自己空想就能解决问题，没人能那么聪明。”

跨界的思想交流孕育了新生事物。把传统事物变成新生事物往往是轻松创新的关键，这不只体现在科学方面，也包括投资、音乐和电影等各个领域。

在《冰血暴》（Farge）等好莱坞大片家喻户晓之前，导演乔尔·科恩和伊桑·科恩第一部产生影响力的影片是1984年的新黑色犯罪电影《血迷宫》（Blood Simple）。科恩兄弟第一次读剧本时，担心它会落入传统侦探小说的俗套。于是他们拿出一把剪刀，从剧本的每一页中都剪下一个段落，然后把剪下来的部分装进牛皮纸袋，晃了晃，抛向空中。接着，他们把纸从地板上捡起来，随机放在一起，最后在此基础上重写剧本。传统的新黑色犯罪风格和变幻莫测的另类曲折剧情相得益彰，这使《血迷宫》一举成名。正如西北大学教授布莱恩·尤兹（Brian Uzzi）描述的那样，这部影片采用了“极端新奇的形式”，并将它嵌入“深层的传统”之中。

获取知识，更要创造知识

读书是世界上回报率最高的活动之一。聪明的人早已明白投入大约一个工作日的时长外加几美元买书的钱可以获得什么。阅读，特别是为了真正的理解而读，无论如何都会产生复利成果。不幸的是，很少有人会利用这一点。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每年只读完4本书，或者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11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根本不读书。这种趋势还在恶化。

为了使你在阅读中获得最大收益，我推荐以下原则：

一是利用林迪效应（Lindy Effect）。这个定律指出，一本书的预期寿命与它当前的书龄相等。也就是说，一本书存世越久，它留存到未来的可能性越高。所以要先读那些存世已久的经典作品。换句话说，读者需要读经典、读老书。

二是为理解而读，而不是仅仅为了“打卡”。一种情况是，有些书我读过，但我没法告诉你关于它的任何事。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书我可能没有从头读到尾，但我经常回想其中的某个章节或段落，它们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第二种情况可能不太像阅读，但我认为它更接近阅读的真正意义。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你，让你与作者产生共鸣。

三是提炼你的知识。当我读完一本书，我喜欢在一张纸上用自己的话总结我学到的东西。如果你每本书都花10分钟来总结其中的关键知识，你会理解得更深刻。总结是一种提炼思想本质的过程，帮助我们把信息转化为认知，把认知转化为独有的知识。

1968年墨西哥夏季奥运会预选赛中，大多数人都预料跳高运动员迪克·福斯伯里（Dick Fosbury）会垫底，毕竟他只是一名21岁的瘦小伙儿，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他错穿了一双跑鞋，运动能力也受到质疑。媒体将他称为“两条腿的骆驼”，把他的跳高描述为“空中癫痫”，他作为一名异类而遭排斥。

从高中二年级开始，福斯伯里就在努力练习当时的标准跳高技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自19世纪苏格兰第一次有记录的跳高比赛以来，这项运动的技术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跳高运动员从侧面或者正面接近横杆，用内侧脚起跳。技术上的细微变化使跳高世界纪录产生了同步的轻微提升，多年来，这种提升非常缓慢。使用标准的跳高方法，年轻的福斯伯里连约1.52米都跳不过去，这个高度是获得高中田径运动会资格所需满足的最低标准。他的教练敦促他再努力一点儿。然而，他越努力地练习这种方法越没有收获，这让他更有挫败感。

最后，福斯伯里决定尝试另一种方法。他知道，规则只要求运动员用一只脚起跳，并没有规定怎样越过横杆。所以，他开始运用自己日渐增长的工程学知识来试验其他的跳高方式。其中一种尝试是倒退着接近横杆，让头部先过杆，再让身体弯曲着越过横杆，最后把腿踢向空中——像一条抛物线。批评家们对此并不“感冒”，一家报纸给福斯伯里的照片配上这样的标题——“世界上最懒的跳高运动员”，另一个标题是“福斯伯里翻过横杆”。

福斯伯里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他新的“J”形助跑方式让他有了更高的初速度。他开始在起跳前最后一步旋转臀部，并用外侧脚起跳，而不是内侧脚。这样，当他的身体呈拱形越过横杆时，他面部朝上，身体重心位于横杆之下。福斯伯里利用他对物理学的所有认知创造了一种机械学上的优势，而且它奏效了。在跳高界，1968年10月20日是一条具有标志意义的分界线。那一天，福斯伯里在墨西哥奥运会上赢得金牌，以“福斯伯里跳”（Fosbury Flop）震惊全场。在他之前，没有一名奥运会跳高运动员是面部朝上落地的。但在他之后，所有世界纪录保持者都是那样跳的。

福斯伯里技术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它坚实的机械学基础，还在于它的独一无二。福斯伯里所做的事情与其他人数十年来所做的事情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跳高世界纪录的历史曲线中创造出一个曲棍球长度的峰值。如果仅靠基于原有技术上的逐渐进步，谁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有这么大的提升。福斯伯里实现了每一个认真训练的运动员都怀有的梦想，他永远地改变了他从事的运动。

把没人做的事情做好，其价值大于把别人都在做的事情做精；而把没人做的事情做到极致，其价值将有指数级别的增长。哪些对别人来说很难的事情对你来说很容易？哪些事情是可以利用你已有的知识，让你更容易不断学习并提升？如果有，那么这是你创造知识的机会。

获得知识可以打开一扇机遇之门，但创造知识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机遇。你会获得信誉，人们会慕名而来，机遇会来找你。如果你是唯一绝对专业的人，你会获得难以置信的“杠杆效应”。换句话说，一旦你凭借“懂他人之不懂”名声在外，机遇就会源源不断地到来。例如：

一位有声誉的企业家，会一次又一次地获得资本投入。

一位有声望很高的演说家收到的预约会多到他无法全部接受。

一位声名远播的老师，他的学生会一个学期接着一个学期地排队来上课。

一位名气很大的律师可以有选择地接案子。

一位著名摄影师会被派往世界各地执行最佳任务。

我在《精要主义》一书中体会过这种机遇。我写了这本书，至今每天还会有读者联系我。

你需要做的就是获得独有的知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吸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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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方法只能产生线性成果。如果追求的是复利成果，我们就必须究其原理。

2．学习别人已经掌握得最好的知识。

3．把传统事物变成新生事物往往是轻松创新的关键。

4．独立的各种想法代表线性知识。当它们相互关联时，这些想法便形成了复利知识。

5．把没人做的事情做好，其价值大于把别人都在做的事情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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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重要的事变成
最容易学的事。

Make the most
essential things
the easiest
ones to learn.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处于早期阶段时，医疗工作者曾面临医用口罩短缺的问题。随着商业生产的口罩供应持续缩减，美国急需一个更容易自己动手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你需要为自己或你爱的人做一个口罩，最容易操作的方法可能是查阅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但如果你的需求是几星期之内制作数百万个口罩呢？加入“保护计划”（Protect Project）吧，这是犹他州各个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在5个星期内制作500万个口罩。他们的方法是教会一批人怎样制作口罩，并让这批人可以轻松地再教会其他人。

第一批人接受的是直接教学。教学方法被录制成一个5分钟的视频，上传到“保护计划”组织的网站。这个视频详细地教会他人如何制作口罩，并召集志愿者参与其中。“保护计划”会提供原材料，志愿者可以带走尽可能多的原材料，回去后自己缝制或教别人缝制，然后把做完的口罩送回。

第1个星期内，10 000名志愿者送回了100万个口罩。5个星期内，50 000名志愿者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制作500万个口罩的目标。想象一下，1个人、10个人或者100个人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做到这些。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要知道，5个星期之前几乎没有一个志愿者知道如何制作口罩。

当我们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时，把教学方法传授给别人，让别人也成为老师是最高效的。

讲一个故事，将你的听众变成他人的老师

几年前，我的祖父在纽约去世。家中仅剩我住在美国，所以由我负责整理他的公寓，并梳理他的所有物品。做完之后，我发现他没有什么遗物。只有一些书籍、衣物、画、照片和一本通讯录留下来。但是他的生活经历、对他真正重要的东西，都已经随他而去。我记得当我翻看他通讯录上的名字时，我不知道谁是他的一生挚友，谁又是一面之交。那些名字对我完全没有意义，但对祖父一定有特定的意义。突然，我发现了一个过去从未想过的问题：我们最终会把多少东西带离这个世界？不经意间，我们往往只留下一点儿少得可怜的线索给我们的后人。

令我惊讶的是，忘记前面的几代人是如此容易。大多数人都无法说出他们8位曾祖辈的姓名，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所讲的语言、所居住的地方以及所继承的历史，都是由祖先塑造的，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太多东西都在那些衰退的记忆中丢失了，以至于许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去搜寻关于祖先的一些线索。

事实证明，有一种容易得多的方法可以将我们的历史传递给后代：分享家庭故事。故事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它们让历史生动起来，它们扩展了我们的自我感知。

我知道有一个每年聚会一次的家庭，他们聚在一起只为让先辈与他们同在。他们会带来相册，展示充满回忆的幻灯片，分享自己最喜欢的某个先辈的故事。他们已经这样做了50年。

借助故事的力量来进行教育是最好的方法。确实，好故事可以流传千年。想想伊索寓言就知道了。伊索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奴隶。他生活在2 500多年前的古希腊。他想传授思想给众人，于是他通过令人难忘的故事来传授。他的故事很容易记住，也很容易分享，因此，这些故事及背后的思想得以口口相传。我们喜欢故事，故事容易理解，也容易记住。这让分享故事或教授故事更加容易。故事有一种力量，可以把任何听众都变成可以继续分享这些故事的老师。

把最重要的事，变成最容易学的事

教别人的过程也是一种快速学习的过程。即便只是意识到我们可能会被他人请教，也会增加我们对学习的投入度。我们更加专注，为了理解而听讲，思考内在逻辑，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些知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自从写了《精要主义》，我很幸运地得到许多机会向他人教授原理并亲自实践。在教授过程中我也在继续学习。事实上，每次我教读者如何成为一名“精要主义者”时，我都会学到一些新东西，让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变成一名更好的“精要主义者”。例如，在讲到“一名精要主义者如何应用那些理念”时，我受到启发，开始了一个新的实践。每天我离开家里的办公室时，我会喊出当时的时间。我像一个街头播报员那样喊：“现在是下午5点01分！”我很大声。我是为了好玩，但也是为了尽我自己的义务，像我所教的那样生活。

想想看，在我们不得不给他人指路之前，回忆我们走过几十次的路线有什么困难。或者，在你给别人讲完一部小说的情节之前，想想完全理解它有什么困难。

曾与我共事的一位大型国际软件公司的市场主管感到很沮丧。为了使整个公司思想统一，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向内外部管理顾问付费咨询，请他帮公司制定了一项策略，并向公司内部人员和客户做了介绍。然而情况还是一团糟。一些销售人员用一种方式理解，另一些人则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员工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就好像大家在说不同的语言。在这个跨越130个国家、拥有10万名员工的公司里，仅仅让大家理解这项策略已经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更别提实施了。

后来他想到一个新办法——“白板传授”（Whiteboard Sketch）：他把这项策略简化为一个白板草图，它很简短，可以在10分钟内讲解完。市场主管将它教给试点组，然后让试点组进行练习，他们在屋子前面互相教授。随后把试点组的人送去教其他团队。每个人都不只要学习这项策略，还要学会如何把它教给别人。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去教其他团队。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他们理解上的差异消失了。一名德国的人事专员可以讲解，一名加州的财务经理可以讲解，并且都是以相同的方式讲解。这意味着客户也可以得到相同的信息。很快，这项策略的影响力开始成倍增加。之前这件事曾令大家徒劳数月，现在很轻松就取得了成功。

如果你试图教会人们关于每件事的每个细节，你就要面临什么都没教会的风险。如果你能清楚地识别、简化最重要的信息，并让别人学会怎么教授这些信息，你将更快地收获复利成果。

这些信息不应该只是“容易理解”，还应该“难以误解”。宝洁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雷富礼把这称为“芝麻街简易规则”（Sesame Street-simple）。1意思是不要使用过于复杂的信息，不要追求那种让你听上去很专业的信息，而要选择那些易于理解和重复的直白信息。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变成最容易教，也最容易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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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故事把听众变成继续分享这些故事的老师。

2．简化最重要的信息，并让别人学会教授这些信息，你将更快地收获复利成果。

3．在教授过程中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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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事
选择高技术含量的轻松路径。

Take the high-tech,
low-effect path
for the essential.


当我们的孩子还在蹒跚学步时，隔壁住着一个跟我们很相似的家庭。他们也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我们两家有相同的社交圈子，并且每个周末都会见面。我发现甚至连他们家的建筑平面图都和我们家完全一样。有一天，他们家的男主人马特跟我聊到他的膝盖手术。手术很顺利，但是康复过程却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利。膝盖的疼痛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日渐加重。最终的真相是：医务人员把一个小的手术器械落在了他的膝盖里。

人们绝不会想到训练有素的医疗专家会犯这种错误。医务人员确实训练有素，他们不仅拥有顶尖医学院的学位，还积累了多年临床经验。然而，在这个复杂的手术中，他们极为粗心，犯了一个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犯错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全凭记忆工作，结果，他们把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步骤给忘掉了。人们总是说：“要是医务人员一直记着某件事就好了……”但我这么看：“要是医务人员不必去记着某件事就好了……”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说过：“文明的进步，来自不假思索即可执行的重要操作的增加。”换种方式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让重要步骤和事项自动化。1

备忘单，让行动不假思索

1935年，波音（Boeing）、马丁（Martin）和道格拉斯（Douglas）三家航空公司同时竞争一个制造新型远程轰炸机的项目，这个项目利润丰厚。波音公司有望获胜，他们的Model 299轰炸机功能更加强大。它有4个引擎，而传统的只有2个；它可以携带5倍于规定数量的炸弹，而且射程是其前身的2倍。

然而决定命运的测试飞行之后，一切都改变了。Model 299载着5名机组人员优美地冲出跑道，然后在约91米的空中失控，它急剧倾斜并坠向地面，最终导致两名机组人员丧生，其中包括试飞员普洛耶·P.希尔少校（Ployer P. Hill）。

希尔少校是一名有17年以上飞行经验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团飞行员。调查发现，导致坠机的主要原因是他忘记松开方向舵和升降舵的控制装置。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然而，更令人唏嘘的发现是，在应该执行那些必要操作的时刻，希尔正忙于操作大量的新型复杂程序。军方得出结论，他们认为Model 299虽然是当时技术最高端的飞机，但它程序过于复杂，无法单人操作，于是他们与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道格拉斯签约了。但是一部分试飞员仍然相信波音的飞机更胜一筹，它会给美国带来独有的军事优势。只不过他们需要一个工具，让飞行员可以独自操控那些先进的航空技术。

正如外科医生兼畅销书作家阿图·葛文德博士在《清单革命》(26)一书中所阐释的那样，希尔少校的悲剧性疏忽与我家邻居的医生原本可以避免的外科手术失误，源于同样的人类局限性。2

如今，人类从众多学科中获得了大量知识，它们对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进步产生了非凡的推动作用。但正如葛文德所说，这种进步也有负面影响：专业知识惊人的体量和复杂性已经超出专家们可以掌控的能力范围。这就是悲剧性意外发生的真正原因。

人类的大脑有惊人的记忆存储能力。据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保罗·雷伯（Paul Reber）估计，如果大脑是一台数码录像机，那么它有足够的记忆空间容纳300万小时的电视节目。但我们根据需要调用信息的“内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存储器”，其存储量要有限得多。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高智商的人仍然可能会忘带钥匙，以及为什么资深医生也会忘记从病人膝盖中取出手术器械。“工作存储器”的局限性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

极端的复杂性只会增加认知负荷，让我们更容易出错。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积累更多的知识，而是新的技巧和策略，使我们能在不消耗“工作存储器”的情况下运用知识。或者像葛文德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一种策略，“它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借助我们已有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我们难以避免的人类局限性。确实有一种这样的策略，尽管它简单到可笑，对于我们这些花费数年时间认真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和科技的人来说，这甚至很疯狂”。

葛文德指的是一个不起眼却了不起的工具：清单。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策略。葛文德在书中写到，波音试飞员使用了清单后，Model 299多次飞行均平安无事。此后，美国陆军航空兵团订购了上千架飞机。Model  299被重命名为B-17，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掷的炸弹比美国任何其他飞机都要多，最终帮助盟军扭转了局势。清单帮助飞行员记住每一个必要步骤，尽可能少地占用脑力资源。清单不只适用于飞机飞行这种高度专业化的任务，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生活中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些清单性的工具来帮助我们记住一些重要事项。清单的美妙之处在于，思考已经提前完成，这些列在清单上的事项已经从大脑工作存储器流程中被剔除。或者不如这样说，它已经融入流程之中。所以我们并不是偶尔才能做好那些重要事项，而是每次都能做好。

尽管技术含量低，但备忘单是我们手头上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它几乎可以让任何重要的事情自动化。清单是备忘单的一种类型，以下是一些其他的类型：

·　一名员工使用每日计划软件，可以轻松确定当天事项的优先顺序。

·　一名经理为每周会议制定议程，以确保会议涵盖了最重要的议题。

·　一名企业家每次推介会都带着一组幻灯片，这样就很容易记住最突出的要点。

·　一名教师给他的学生列出一系列写作技巧，让他们轻松地写出好文章。

·　一位家长创建一个家务值日表，让孩子们更容易记住每一天的家务由谁负责。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备忘单的概念就是把大脑中的一些东西提取出来，这样你就可以自动完成它们，而不必依赖记忆。

解放大脑，用技术提前完成思考

你曾为全家去哪里度假而感到郁闷吗？家庭成员有太多意见，太多行程计划，太多选择。要是把信息汇总在一起，再来回沟通制定好行程，就要花费几个月时间。可怕的是，今年搞定这件事之后，明年整个过程又要再来一遍。

斯蒂芬·理查兹（Stephen Richards）和艾琳·理查兹（Irene Richards）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他们只是想让孩子们能够经常聚在一起，所以决心让选择目的地和计划新旅程的过程自动化。他们在美国蒙大拿州（Montana）投资了一个小旅馆。每年夏天，他们都会邀请孩子们过去随意住上一段时间。

当这种形式成为大家期待的仪式时，它开始“自我延续”。每年，他们的孩子们都会来。后来孩子们结婚生子，孙辈们也会来。他们的子子孙孙后来在这片区域建造了新的旅馆，于是前来度假的家族成员的规模继续扩大。整整5代人之后，这个家族现在仍然每年聚在一起玩耍、游泳并留下美好的回忆。每年夏天里的任意几天，都会有30～40名家族成员在湖泊旁边的沙滩上玩耍。有几天，参加聚会的人数超过百人。

做决定是一种精神消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条件和重点，要做出让几十个人都满意的决定不但劳神费力，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理查兹夫妇多年前的那个举措为他们一家7代人消除了这个负担，而且那个举措仍将继续发挥作用。没有人需要为了让整个家族待在一起而协调日程、选择目的地、预订酒店和规划活动内容。他们的度假计划是“自动化”的，而且与我见过的其他家庭度假计划相比，这样度假轻松多了。

乔舒亚·布劳德（Joshua Browder）在驾驶生涯的第一年共收到了10张交通罚单，当时18岁的布劳德不好意思地说：“不可否认，我开车时有点儿粗心。”3但在布劳德看来，他的大多数违章行为要么不值被开罚单，要么就是英国停车执法人员，也就是声名狼藉的交通管理员工作失误造成的。所以布劳德决定上诉。法院认可了他的观点，他开始接连胜诉。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为其他人提供帮助，因为他熟知如何驳回不公正的罚单。上诉的过程比较程式化，一封套用模板的简单信件通常就足以避免一次无凭无据的罚款。虽然与官僚机构打交道对他来说很容易，但他发现，对老年人、残疾人和社会上其他弱势群体而言，这并不容易。这让他有了一个做点儿好事的念头。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布劳德花了两星期时间建立起“不付款”网站（Do Not Pay），后来他还做了一款App。他的网站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款机器人律师”，它把上诉程序自动化，供需要帮助的人使用。

在这个概念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布劳德很快增加了一项服务。该服务可以自动扫描用户电子邮件收件箱中的旅行预订信息，然后帮助他们在航班和酒店降价时省钱。任何人都可以仅凭点击“帮我解决问题”按钮，让整个过程被自动化接管。他的App帮助用户节省了时间和金钱。现在，通过它，用户可以安排与机动车驾驶管理处的预约，从外卖网站退款，取消垃圾邮件订阅，甚至可以自动将你拉入正在进行的对垃圾邮件发送者的索赔程序。

任何以最低限度的人工协助或努力来执行功能的过程都是自动化，它随处可见。其中有一些普通到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自动化：洗衣机、洗碗机、冰箱。只有当这些东西发生故障或损坏时，我们才会想到，它们每天为我们节省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另一些形式的自动化产品诞生的时间不长，但仍然让我们熟悉到不再注意它们：自动支付账单，可编程恒温器，提醒你购物清单上该有什么的虚拟助手等。这些工具正变得越来越智能。你的虚拟助手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你过去的购物模式，在你的洗发水或者牙膏可能要用完的时候提醒你。你的恒温器可以了解你对家里温度的冷热喜好，并据此自我调节。已经有如此多的脑力劳动可以被转移到科技产品上，而且这一趋势只增不减。毕竟，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都快成熟了。

2012年，亿客行（Expedia）的管理者发现，在他们的网站上，每100个预订者当中就有58人拨打他们的客服热线寻求额外的帮助。4客户打来电话的头号原因是，他们想让网站把他们的行程重新发送一次。这项需求为他们的客服热线每年增加了2 000万个电话，这个数量大约相当于每个澳大利亚人每年给这家公司打一个电话。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说，按照他的保守估计，如果每通电话价值5美元，这就至少增加了1亿美元的问题。因此，亿客行不再继续逐个答复，而是让用户可以在网站上通过一个自动信息系统查询他们的行程。这不需要预先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但这项举措的结果是，从那之后每天的电话减少了43%。

这个简单的改变节省了时间和金钱，成效显著，于是该公司随后又推出了一系列自助服务功能，让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如何满足客户多种多样并不断变化的需求。负责亿客行用户体验业务的瑞安·奥尼尔（Ryan O’Neill）预计，最终将会有90%～95%的用户服务功能完全实现自动化。

我们如何利用技术来使日常生活中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自动化呢？可以参考表13-1的做法。


表13-1　利用技术使日常生活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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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自动化可以对你有利，也可以对你不利。如果无关紧要的事项是自动化的，它们同样也会在你没有想到它的时候持续发生。以“自动续订”为例，我们总是认为自己会记得停止续订，但我们总是会忘记，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被收取了数月甚至数年的费用。有一次，我发现我在一项自己注册的在线服务上花了正常价格10倍的费用。在我发现之前，我实际上已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每月被收取100美元，而我以为是每月10美元。因此，要为重要事项选择高技术、低成本的路径，对于无关紧要的事情则要选择低技术、高成本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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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可能多地让重要步骤和事项自动化。

2．备忘单是我们手头上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3．为重要的事选择高技术含量的轻松路径，为小事情选择低技术含量的高成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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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度的信任，
就没有高绩效的团队。

You can’t have a
high-performing
team without high
levels of trust.


2003年，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有意收购麦克莱恩公司，该公司是沃尔玛旗下价值230亿美元的供应链服务提供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项收购将是一项非常庞大而复杂的工作。

仅仅是尽职调查，或是确认被告知业务信息是否准确，都会耗费极大的精力。这需要数十名律师阅读每一份合同、设备租约、不动产购买文件和工会合同；需要一个会计师团队仔细审查公司年度、季度和月度财务报表中的每一项，排查每一项资产、留置权和债务；需要一队合格的官员来审计、调查和核实每一项资本支出、遗留技术和风险声明，还可能涉及调查该公司与其顶级客户之间的关系。这一切的费用加起来很容易就能达到数百万美元，而且需要6个月或更多时间来完成。不可思议的是，巴菲特仅凭一次两个小时的会面与一次握手就让这次收购成交。1仅仅29天之后，收购就完成了。巴菲特写道：“我们没有做‘尽职调查’。”根据他此前的经验，他说他知道一切会与沃尔玛所说的完全一样，事实也的确如此。

一场两小时的会议和一次握手就完成了收购？没有尽职调查？这是因为一方相信另一方会信守诺言，他们因此节省了多少时间、金钱和精力。这个例子说明，信任可以成为杠杆，将适度的努力转化为复利成果。

我们所有人都在以某种方式与他人打交道。其中的一些人在高度矩阵化的组织中，不只向一个人汇报工作，还要与内部和外部客户打交道，并需要在各自独立的部门或职能团体之间进行协调。另一些人在小一些的团队中工作，被期望能够灵活行使职责，迅速完成任务，并用最少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果。即使是我们这种为自己工作的人，也必须与委托方以及客户维持好关系，与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协调交付成果等。每件事都增添了一层复杂性：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则不能。

我们在个人生活中也都会与他人打交道。说起来，人本身也是复杂性的一种来源。我们的直系家庭、大家庭、重组家庭内部或彼此之间的时间表需要协调；我们的朋友群体中有各种人际关系需要经营；我们当地社区中有一些矛盾的意愿需要协商。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与他人打交道都可能会让人有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分配精力，你必须维护关系，你必须在不同或相互矛盾的优先项中协调。想想看，当你和一大群朋友或家人聚在一起时，为决定去哪里吃饭要付出多少精力。涉及的人越多，协调起来越费力，即便是简单的决定也变得比原来更难。

想要共同完成一件事，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当你对你的人际关系充满信任，要维护和经营人际关系就不那么费力了。你可以迅速为团队成员分配工作。问题出现时，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成员们愿意分享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隐藏起来。当有人不明白某事时，没有人会介意问问题。这样一来，决策的速度和质量都提高了，“拉帮结派”的现象销声匿迹，你甚至可能很享受大家一起工作的感觉。你的表现好得前所未有，因为你能够把所有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重要事项上，而不是在人际关系中劳神费力。

当你对团队的信任度较低时，一切都会很难。哪怕是发送一条短信或一封电子邮件就够让人头疼了，因为你要权衡每一个用词，你不知道别人可能会怎样理解。收到反馈时，你可能还会感到一阵焦虑。同样，每次与人交谈感觉都很磨人。当你不相信某人会按时完成工作时，你会觉得你需要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提醒他们截止日期，在他们周围徘徊，检查他们的工作质量。或者你根本不会委派给任何人，你觉得只有亲力亲为才更好。最后，这项工作可能会完全停滞。

没有高度的信任，就不会有一个高绩效的团队。

我们都知道，汽车发动机需要加机油才能保持运转，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确切原因：在发动机内部，许多高速运转的部件在相互摩擦时会产生摩擦力。机油是一种润滑剂，可以保持这些部件平滑运转，减少相互磨损。这就是你的车在发动机缺机油时会熄火、抛锚的原因。

这听起来和团队中的信任度是一个道理，对吧？每个团队里，许多人的角色和责任都相互关联，他们节奏飞快地忙碌着。如果没有信任，大家就会由于目标、优先事项和会议日程相互冲突而发生摩擦，产生内耗。如果成员之间没有信任，这个团队很可能停止运转或垮掉。信任对于团队来说，就像发动机的机油。正是这种润滑油使这些人一起平稳工作，让团队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在团队成员中或团队之间获得轻松成果的关键是，确保“发动机内部部件始终都有润滑油”。

“3I法则”，聘用价值百倍的员工

利用信任来获得复利成果的最佳方式是选择值得信赖的人。

史蒂夫·霍尔（Steve Hall）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告诉我，他曾经雇用过一名管理员来帮助他管理汽车公司的财务。5年之后，霍尔无意中发现了一个30万美元的会计差错。遭受质问时，这名管理员急忙认错，企图使这个差错看起来像一个无心之失。但霍尔和他的首席财务官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信任她能担任这一职务，并决定找一名替代者。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业务快速增长的时候，他们又不想应对潜在的业务中断。因此，他们最终决定支持她继续工作，而不是解雇她。5年后，他们发现30万美元的“错误”已经发展成160万美元的偷窃。这名管理员得知自己原形毕露，就通过短信辞了职并逃离那座城市。公司里再也没有人听到过关于她的消息。事后，霍尔承认：“我的错误甚至比雇用一个我不信任的人还要糟糕。我雇用了她，她失信于我，但我后来还留了她那么久。”

雇用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吧。首先，这个人需要有诚实和可敬的品质，是一个你相信他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保持高标准的人；其次，他要有责任心，是一个你相信他能承担责任的人，也是一个你相信他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人；最后，他是一个你相信他能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无须你监督或密切监视，能充分理解团队目标，他和你同样非常关心重要待办事项。

巴菲特用3个标准来判断谁值得信任、可以聘用或有生意往来。他寻找的人需要具备的品质有诚信（Integrity）、才智（Intelligence）和主动性（Initiative），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诚信，空有才智与主动性，可能会适得其反。我称之为“3I法则”。1

管理员的灾难事件过后，霍尔不得不寻找一名替代者。他和首席财务官没有简单地把整件事归罪于“一粒老鼠屎”，而是花了很长时间，努力探究导致问题发生的根源。这种坦诚的自我反省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需要如何改进聘用流程。当初仅凭一名供应商随口一提的建议，他们就很随意地雇用了一位管理员。未来，他们决定实行一种新的流程。这需要预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霍尔现在明白了，在招聘、面试和入职培训方面一次性的明智投入，能够减少未来很多的风险。

他的新招聘标准反映了“3I法则”。最后，他们雇用了一个没有汽车行业经验、曾在律师事务所做会计的人。但他在诚信、才智和主动性上表现完美。他是一名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自我激励者，有随时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他们真的信任他。这位名叫奥斯汀的雇员多年来都是公司的优秀员工。即使在这家公司被出售给一家“《财富》500强”公司之后，他仍然被留任。之后，他升职了3次。这名备受信任的雇员最终成为这家公司业绩最好的员工之一。

当你能够发自内心地说出“我相信你的判断”这句话时，一切就像施了魔法。团队成员感到获得授权，他们直面风险，他们成长，从而信任得到巩固。然后，这种关系会蔓延开来。正如高管教练金·斯科特在她的畅销书《彻底坦率》（Radical Candor）中所写的：“当人们信任你，并相信你会关心他们时，他们会更有可能在彼此间进行同样的行为，这意味着不必一次又一次地把石头推上山坡。”2

雇用某人是一个会产生轻松成果的一次性决定。你做对一次，那个人会回报给你百倍的价值。你做错一次，这个决定会令你反复付出代价。这就像因吝啬而使用劣质的机油滤清器，虽然可以让发动机在短时期内运转顺滑，但当滤清器开始渗漏，整个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我们雇用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它会影响其他上千个决定。每一个新员工都会对未来的员工有很大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会逐渐改变公司的规范和文化。

高信任协议，把适度的努力转化为复利成果

每一段人际关系都有3个当事方：甲方，乙方和支配他们关系的结构。当信任成为一个问题时，大多数人会把矛头指向对方。管理者指责员工，员工指责管理者；老师指责学生，学生指责老师；父母指责孩子，孩子指责父母。有时候，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出现问题的一方，但我们几乎不会把问题归罪于双方关系所处的结构。

每段关系都有一个结构，即便它难以表述、不那么显而易见。其中，低度信任结构是一种预期不明确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大家的目标有矛盾或不一致，双方不知道彼此都在做什么，规则模棱两可，没人知道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种优先事项不明确、激励机制失调的结构。

高度信任结构是一个预期明确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每个人的角色都有明确划分，规则和标准阐述得很清楚，创造优秀成果的人会受到优待、鼓励和奖赏。这是始终如一的，并不是偶尔如此。大多数人都同意：高度信任结构是更可取的。问题在于，低度信任结构通常是自动出现的，而不是有意为之。

我有一次雇了几名专业人员帮我改造住房。他们虽来自3家不同的公司，但多年来共同从事各种项目。他们彼此欣赏，看起来也都很能干，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强烈推荐。我以为万事俱备，我会得到一次“高度信任结构”的体验。但后来我开始担心了，因为我曾向他们索要一份有日期的书面协议，却一直没有收到。我期盼着装修工作的开始，所以认为不值得为这件事停工。结果证明，这是目光短浅的。虽然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但作为一个团队，他们的凝聚力非常差。他们没有并行工程，没有明确的工作流程。他们在一项工作完成之后，才会安排下一项工作。所以出现了有一些橱柜已经装好，而其他一些要再推迟几个星期的情况。

他们还存在沟通上的问题：有时候工人们准备干活了，但材料还没送到。他们在最后期限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谁负责什么事项，他们也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有些工作被重复，另一些则被漏掉了。我们收到过一个尺寸有误的家用电器，后来不得不从另一家制造商那里重新订购，以适应现有的空间。

最终结果呢？住房改造项目延期交付，预算超支。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把每件事都搞得比原本更复杂。这就是低度信任结构的典型结果。

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过去几年之后，我受邀到精益建筑研究所（Lean Construction Institute）演讲。这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建筑行业效率下降问题的行业协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效率都有所提升，而当今美国仍有高达70%的建筑项目延期交付、预算超支。更令人担忧的是，每年有800起与建筑相关的死亡事件和数千起受伤事件。精益建筑研究所认为，“精益原则”（Lean Principle）是改善现状的关键。

一种解决方案是拟定一份独特的合同，他们把它称作“约定”（The Deal），它把每个参与者的报酬与整个项目的成果而不是与个人贡献联系起来。用这种方式调整激励手段，鼓励各方作为一个团队工作，做出有利于整个项目的决定，而不是只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他们不只体验到当家做主的感觉，还能积极主动地让整个过程更加高效。

无论是改造住房，还是带领一支团队，我们都可以创建一个类似的“高度信任协议”，这让我们更容易共同把事情做好。即便对这样的协议只进行一次投入，也会产生红利。这并不难，一起坐下来，像表14-1这样写就行了。


表14-1　高度信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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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关系中，花一点儿时间建立一个信任基础都是一种有价值的投资。它是一个杠杆，能把适度的努力转化为复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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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信任作为杠杆，将适度的努力转化为复利成果。

2．团队获得轻松成果的关键是，创建“高度信任协议”。

3．利用信任来获得复利成果的最佳方式是选择值得信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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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投入有长期效应的行动。

Invest our time
in actions
with a long tail.


1977年，阿里·毛乌·马林（Ali Maow Maalin）在索马里马尔卡（Merca, Somalia）一家医院里担任厨师。当天花爆发时，他为当地官员做向导，协助他们把两名患病儿童送往隔离营。在与传染度很高的孩子们同行前应该接种疫苗，马林知道这一点，但注射看起来似乎很疼，另外一个理由是，这次行程只要10分钟，他相信与孩子们接触的时间不会长到自己被感染。当马林出现感染症状时，他已经与许多家人、朋友和邻居有过接触。随后，在世界卫生组织根除天花工作组的领导下，当地开展了为期两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为该地区54 777人接种了疫苗，以确保病毒不再传播。如果当初马林接受一次注射，这些麻烦原本都可以避免。

这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场险些爆发的公共卫生灾难，实际上是历时多年的根除天花运动的最终章，这场运动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卫生干预行动。1978年4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内罗毕办事处通过电报发出一条简单的信息：“搜索完毕，没有发现病例。阿里·毛乌·马林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已知的天花病例。”在卫生官员为世界大部分人口接种疫苗做出的协调和努力下，这种在20世纪致使3亿人死亡的病毒如今已经被控制在实验室里。

我们可能没有把“预防”当成取得复利成果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当一次“预防”使未来无数生命免于罹难，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个存在了几百年的问题时，你对它会产生全新的看法吗？

时间管理的长期效应

约翰打开书桌抽屉拿出一支笔，抽屉却关不上了，于是他开始了他的“日常操作”：他把抽屉拉开到最大，摇晃它，往前推，再抽回，挪动物品。他就这样弄了好一阵子。同事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好奇地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一个铅笔托盘卡住了抽屉。艾奇逊问他这个问题出现多久了，“两年，”约翰回答说，“两年来，它每天都让我烦恼。”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久呢？只需要两分钟。约翰马上就把它解决了。1

生活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原本不需要忍那么久，但我们为什么容忍度那么高？因为任何时候，“应付”一个问题耗费的时间通常都比“解决”这个问题耗费的时间更少。在约翰的故事中，尽管耗时30秒的抽拉很烦人，但它还是比拆下托盘彻底解决问题花费的时间少。但是，当我们从长远角度看待这个算式时，它会改变我们的计算方式。一旦我们把今天、明天和之后数百天的时间成本加在一起，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能讲得通了。在这个时长范围内把抽屉修好绝对是物超所值的，因为你用2分钟的努力防止了未来数百次的挫败。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时间返利”。这就是我所说的“时间管理的长期效应”。当我们把时间投入有长期效应的行动时，我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获得好处。

有时候我们习惯了那些琐碎的烦恼，就像书桌抽屉里的铅笔托盘，我们甚至不会对它采取任何行动。即使被这些小事惹恼了，即使抱怨它们，我们也仍然不会真的把它们看成“值得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一些在当时看起来“不值得去做”的任务，可能会在未来浪费你100倍的时间，而且越拖越糟糕。想要打破这种惯性，问问自己：

·　有什么事情让你反复烦恼？

·　这些年来“应付”这件事的总成本是多少？

·　你可以在几分钟之内马上采取什么步骤来推动“解决”这个问题？

目标是，找出可以用最短时间解决掉的最烦恼的事（如图15-1所示）。一旦问出这些问题，你会开始注意到你可以采取哪些小行动来使未来的生活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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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最短时间解决掉最烦恼的事



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户开会时总是迟到。她知道这件事如果每次都发生就会损害她的名声和信誉。每次她看到日历上有重要会议时，都会感到极为焦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会由于太担心再次迟到而忘记时间，于是她最担心的事情又发生了。最后，她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预防。每天晚上，她花2分钟时间检查第二天的日程，并设置一个提醒，这个提醒会在每次会议之前5分钟弹出。仅凭确认这些提醒已被设置好，她的焦虑就得到了缓解。很快，她在同行中摆脱了“总是迟到”的名声。

“砍伐树根”的惊人力量

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曾经写道：“罪恶之树，千人斩枝，而一人伐根。”当我们只是“应付”一个问题时，我们就是在砍斫树枝，如果想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加以预防，我们应该砍伐树根。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砍斫树枝，你可能会变得很擅长这么做。但如果你只做这一件事，那么这个问题会一直缠着你。它只是被“应付”，从未被“解决”。你的生活或工作中有没有反复出现的问题或挫折？与其简单地砍斫树枝，不如试着砍伐树根（如表15-1所示）。


表15-1　砍斫树枝还是砍伐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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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让生活不复杂的小行为

突然，玛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的护士立即触发了蓝色警报。玛丽是来医院做常规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术前身体状况很好。现在，一队急救人员正赶往手术室抢救她的生命。从蓝色警报事件中幸存的病人只有15%，多亏急救人员的快速反应，玛丽成了幸存者之一。2

尘埃落定，玛丽的护士回想过后才惊觉，她错过了一些预警信号。心脏停搏前6个小时，玛丽说话和呼吸变得有点儿吃力，但由于她的生命体征很正常，护士没有在意。两小时后，玛丽的血氧降低，她告诉护士她感觉有点儿累，但护士认为不需要找医生，因为她担心发出错误警报。

研究表明，病人往往在心脏病发作前6～8小时就能表现出微小的预警信号。但医院工作人员通常要等收集更多能表明问题严重的证据，才会提请医生注意这些小问题，而在这时，预防危机发生的机会窗口往往已经开始关闭。

几年前，澳大利亚的医院配备了一套系统，利用这种机会窗口事先识别出潜在的心脏骤停迹象。他们创建了专门的“快速响应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一名重症监护护士、一名呼吸治疗医师、一名内科医师或助理内科医师。他们公布了一份可能预示心脏骤停的触发条件列表，以及行动阈值。比如说，如果病人的心率跌至每分钟40次以下，或升至每分钟130次以上，即使其生命体征显示正常，护士也必须立刻召唤快速响应小组。这个系统很快就被美国的一些医院采用，它使蓝色警报事件减少了71%，死亡率降低了18%。一名内科医师解释了快速响应小组方案的成功之处：“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时间。你越早发现问题，就越有可能避免危急局面的发生。”

就像你可以通过一些小行动让你的未来生活更加轻松一样，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小行动来防止生活变得复杂。这个原理适用于所有领域。

“测量两次再切割”

2014年，法国讽刺报纸《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在法国的火车站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车站月台的间距看起来变得更宽了，但好像没人知道为什么。《鸭鸣报》的记者联系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进行询问，但该公司的发言人三缄其口。于是，记者继续深挖。最后，新闻报道出炉：2014年早些时候，作为推进法国铁路系统现代化的一部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花费200亿美元购买了2 000列新火车。法国人以这些现代化的、最先进的机器为荣，因为它们是法国制造的，而不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这一点对他们很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法国有整整四分之一数量的站台窄了约20厘米，这个误差导致火车无法进站。当《鸭鸣报》公布这个重大失误、揭开内幕的时候，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早已悄悄地把300个月台削掉了约20厘米，但还剩1 000个没削。这最终花掉法国纳税人多少钱？6  500万美元。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罗伯特·西格尔（Robert Siegel）在采访《鸭鸣报》专栏作家时，问了一个大家都想问的问题：“作为一家从1938年开始运营的国家铁路公司，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购买的火车与这么多车站无法匹配，他们怎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最开始，答案并不明朗。接着，问责讨论开始了。法国交通部部长称这个错误是一出“滑稽剧”，并将矛头指向此前实施的决定，那项决定把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国家铁路网公司分成两个独立的国营实体。最终，这个问题被追溯到一个简单且可以避免的错误上：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提供测量数据的国家铁路网公司，只测量了那些建成不到30年的月台的宽度，就推断这是所有月台的尺寸。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法国很多地区性的月台建成于50多年以前，那时的火车比现在的要窄。一名国家铁路网公司发言人的评论更是帮了一把倒忙：“这就好比，你买来一台法拉利，想把它停在自己的车库里。后来你发现车库太小停不进去，你就认为原因是你以前没有法拉利。”

遗憾的是，另一位发言人证实了他们“发现问题时已经有点儿晚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个小小的推断未经核实便被传达。结果，一辆火车造了出来，然后被买走，这个错误重复了2 000次。这是一种我们都犯过的错误，尽管与火车相比，规模要小得多。

许多人在童年的手工课上都学过这样一个规则：测量两次再切割。通常，只测量一次（或根本不测量）产生的是“一级结果”：这种结果是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直接和即时的结果。对应在法国火车事件这个例子中，就是国家铁路网公司对法国车站月台尺寸的一致性做出了错误的推断，并传达了错误的测量数据。但是，连锁结果不止于此。在一个各种事物相互关联的世界，一个单一的行为也可以产生“二级结果和三级结果”。这种情况下，错误的测量数据导致火车太宽，继而导致300座车站进行重大施工，然后导致6 500万美元的政府支出——这笔钱本来可以分配给学校、医院或者流浪人员收容所。

错误就像多米诺骨牌，它们有连续传递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在错误尚未造成损害之前“砍伐树根”，就不仅能防止第一片多米诺骨牌倒下，还能防止整个连锁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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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早发现问题，就越有可能避免危急局面的发生。

2．解决掉那些频繁发生的小问题，这会在未来为你节省百倍的时间。

3．在错误尚未造成损害之前“砍伐树根”，防止整个连锁反应的发生。


结语

顺势而为，人生会更轻松

不久前，我和家人搬进了一个田园式建筑风格的社区。街道两旁是白色的篱笆，没有路灯，步道比马路多。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外面玩很久，他们和小狗开心地玩耍，他们骑马、打网球。早晨，我们会一起散步、骑自行车。我们在花园里种了苹果、葡萄和甜瓜。总之，我们感觉自己生活的地方就像是地球上的一个小天堂。

我们有一个女儿叫伊芙，看起来特别有活力。她有点儿瘦，长着一双棕色的眼睛，有一头金色的头发，带着淘气的笑容。她从来不生气，就算她拼命想闹脾气，也只是持续几秒钟，接着就会突然笑起来。她喜欢亲近大自然，我们的几个朋友仍然记得伊芙第一次去他们家时是如何爬上一棵高15米以上的冷杉树的。她喜欢光着脚跑，喜欢在弹簧垫上和弟弟摔跤，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她给小鸡起名字。她小心翼翼地捉蜥蜴，一打一打地捉，捉完再温柔地放掉它们。

伊芙对阅读有强烈的兴趣，她如饥似渴地读关于马、蜜蜂和昆虫的书。她最喜欢的是一个系列冒险故事，讲的是英国约克郡一名兽医和农场的动物以及它们主人的冒险经历。她还会每天都在日记里写自己的冒险经历。有一次，我带着伊芙一起出差，我在机场给安娜打电话，告诉她在我们出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伊芙的话就没停过。那次旅途中的交谈活泼而有趣，不时夹杂着欢笑。

后来，伊芙14岁了，到了身高开始迅速增长的发育阶段，她开始经常感觉很累，跟我们说话的次数也变少了，做事也变得更拖沓。这是很符合青少年发育阶段特点的行为，至少我们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在一次与理疗师的例行会面中，理疗师注意到，伊芙对基础的反射测试反应不佳。他把安娜拉到一边，然后对我说：“你可能要带孩子去看看神经科医生了。”我们马上就照医生的建议行动了。

从那时候起，伊芙的症状每天都在恶化。过了短短几个星期，她就只能用一个单词来回答问题了，声音含混而单调。我们注意到，她身体右侧的反应速度比左侧慢。她写下自己的名字要花两分钟，吃饭要花几小时。伊芙眼中那曾经鲜活明亮的光芒黯淡下来。后来当她病重发作入院时，那光芒似乎完全熄灭了。更糟糕的是，医生对此无法给出任何解释。他们甚至无从诊断。

我们每天都去见很多权威的神经科医生，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皱着眉头。还有一次，一位医生干脆对我耸了耸肩膀表示无能为力。检验一个接着一个，越来越多。所有的检验结果都是阴性。医生仍然找不出任何异常，甚至一点儿线索也没有。看着我们曾经活泼的女儿病情像自由落体一样急转直下却得不到任何解释，这简直太折磨人了。每次看医生都没有结果，每次检验都没有结论，前方的路越来越难看清。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不只让我们感到艰难，更让我们感到绝望。我们只想让伊芙好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愿望，更是唯一的愿望。

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其中一条会让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形势变得更严峻，另一条会让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形势变得轻松一些。我们必须选一条路。看起来可能很好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

作为父母，用尽全力、采取一切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日夜都在为孩子担心。我们与全国的每一名神经科医生接触，看了一个又一个的医生，向他们问了不计其数的问题。我们通宵达旦地翻阅医学杂志，在网上搜寻治疗方法或诊断结果。我们研究替代医学(27)，把它作为一种潜在的选择。我们认为，情况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必须付出超人般的努力，但这种毫无方向的努力是很难长时间维持下去的，而且还会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我们选择了第二条路。我们意识到，帮助我们的女儿和整个家庭挺过这段时间的最好方法不是付出更多的“努力”。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让每一天都变得轻松一些。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有能力在长度未知的时间里维持这种努力。我们根本不可能总是耗尽全力，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如果你的工作是让火焰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燃烧，你不能一开始就把所有燃料都丢进火焰中去。

所以我们决定某些事情我们不会去做，承认某些事情我们做不到。情况已经足够糟糕了，我们不想弄得更糟。我们不会用无法回答的问题折磨自己，不会由于想到最坏的情况而让自己过分忧虑，不会抱怨医生没有给出答案，不会逃避现实，或欺骗自己“没有那么糟糕”。我们不会试图强行制定一个时间表，也不会问“为什么是我们”。我们不会对好心人发来的医学期刊文献想得太多。

当然，我们也不会试着一个人承担所有。相反，我们决定专注于一些简单、轻松的事情，也就是那些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我们会围在钢琴周围唱歌，一起散步，一起读书，一起玩游戏。我们会去寻找一切值得肯定的地方，并指出来。我们会为彼此祈福，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相互敬酒。饭后，我们会坐在一起讲故事。我们一起欢笑着感恩生活。

我们就这样度过每一天，很快，我们就注意到一种近乎神奇的力量在起作用。我们感到负担似乎减轻了，感到不那么疲惫了，我们没有垮掉。

当然，担忧并不会彻底消失。我们仍然要继续预约医生，继续等待检验结果。有些日子特别艰难，充满泪水。但一路走来，我们还是会唱歌、欢笑、享受美食、制造美好的回忆。这段艰难时期里，我们不只是单纯地煎熬和强撑着，我们的体验是充满温情的。从决定选择那条轻松的道路开始，我们感到更加自由、更加放松了。如果这个故事是一部迪士尼影片，那么接下来就该写到伊芙如何被治愈，以及我们从此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并没有，经过一轮成功的治疗后，她的情况开始倒退，麻烦卷土重来。如果我们在第一轮治疗中就耗尽了全部精力，我们怎么能应对这次挫折呢？

现在已经两年了，伊芙的病情持续好转，但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痊愈，相信她会微笑、大笑、开玩笑，相信她能走路、跑步、摔跤，相信她能阅读、写作，重新恢复生机。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什么？让我来与你分享吧。不论你在生活中遭遇了什么事情，不论它们多么艰苦、有多重大，你都拥有“现在怎么做”的选择权，在处理那些问题之前，你必须先做出这个重要的选择。

“现在”（now）这个词来源于一个拉丁短语“novus homo”，意思是变成“新人”或“新近被赦免的人”，其含义很明确：每一个新的时刻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想想看，人生的轨迹是如何在最稍纵即逝的瞬间发生改变的。掌控一切的时刻我们会说“我选择”“我决定”“我承诺”或者“从现在开始……”，放下情感负担的时刻我们会说“我原谅你”“我很感激”“我愿意接受”，改正错误的时刻我们会说“请原谅我”“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不会放弃你”或者“我爱你”。在每一个新的时刻，我们都应该有能力去塑造后续的所有时刻。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有选择权，决定走一条更艰难的道路还是更轻松的道路。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的灵魂像是永远地躲进了她的躯壳，但我们又郑重而艰难地选择重新振作。我写这本书也是对我个人的经历有感而发，我把我们学到和收获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把其中的原理和实践与你分享，正是它们点亮了我们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旅程。

为了更容易地走完我们的旅程，尽力选一条更轻松的路吧。如果你从这本书中只能收获一个信息，我希望它是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是艰难和复杂的。就像曾4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写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要“信守诺言，走完这段路才能长眠”。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阻碍和困难，你永远都可以去寻找一条更轻松、更容易的道路。


注释与参考文献

引言　让关键的事情变得容易做

1. The 10% Entrepreneur: Live Your Startup Dream Without Quitting Your Day Job  (New York: Portfolio/Penguin, 2016), 3–12.

2.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有很多版本，但在第三章的开头，博克瑟马被描述为一个强壮的工人，他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我将更努力地工作”。他以此为座右铭。在第九章，重病的博克瑟马奄奄一息之际，他仍在努力地说出这句座右铭。

3. 我采用的是这句广为引用的名句最简化的修改版本，原句是：“如果不是为了让生活对彼此来说没那么困难，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George Eliot, Middlemarch: A Study of Provincial Life, pt. 8, chap. 72; in Blackwood’s 1872 edition, vol. 4, pp. 180–81．这句引用的完整部分是：“利德盖特先生会明白，如果他的朋友们听到有人诽谤他，第一愿望必然是为他辩护。如果不是为了让生活对彼此来说没那么困难，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一个在我身陷麻烦时给我建议、在我生病时给我照顾的人，我无法对他漠不关心。”

第一部分　轻松状态

1. “Elena Delle Donne Is the Greatest Free Throw Shooter Ever,” WNBA, September 7, 2018.2019年，多恩加入了仅有8名男性球员的50-40-90俱乐部，这是个非常受尊敬的团体，“50-40-90”的意义来源于“在一个赛季中，投篮命中率50%，三分球命中率40%，罚球命中率为90%”。Scott Allen, “‘Insane Numbers’: NBA Stars Welcome Elena Delle Donne to 50-Club,”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9, 2019.

2. Carl Zimmer,“The Brain: What Is the Speed of Thought?,” Discover, December 16, 2009.

3. A. Tsouli, L. Pateraki, I. Spentza, and C. Nega, “The Effect of Presentation Time and Working Memory Load on Emotion Recogni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on 2, no. 1(2017): 61–66．在一项关于工作存储器负荷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分别展示了恐惧、愤怒、快乐和不带感情色彩的面孔。结果显示，受试者能够在不借助工作存储器的情况下高效地识别快乐和不带感情色彩的表情，而识别消极的表情则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结果表明，我们会更主动地识别环境中友好的人，但当我们遭受威胁时，就会开始利用工作存储器对他们进行适当的评估。

第1章　倒置，自觉追求“更容易”

1.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Phrase ‘Blood, Sweat, and Tears,’” Word Histories, accessed October 15, 2020．1940年5月13日，刚刚取代内维尔·张伯伦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他称自己“所能奉献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此后，这个缩写版本的短句变得流行起来。原始的比喻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诗歌《对世界的解剖》（An Anatomy of the World: Wherein, by Occasion of the Untimely Death of Mistris Elizabeth Drury, the Frailty and the Decay of this Whole World Is Rep-resented）中的句子：“……你的眼泪、汗水或鲜血，没有什么……”

2. Edward B. Van Vleck, “Current Tendencies of Mathematical Research,”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23, no. 1 (1916): 1–14．美国数学家爱德华·范·弗莱克在1916年写到了雅各比的方法：“正是通过将椭圆积分向内翻转，雅各比得到了他关于椭圆和函数的伟大理论。”

3. Robert Isaac Wilberforce and Samuel Wilberforce, The Lif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London: John Murray, 1838)．威尔伯福斯去世5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出版了他的传记，传记详细记载了威尔伯福斯自1787年开始的反奴隶制的活动。在写给牧师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Tlarkson）的信中，他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益事业”。然而，就在同一年，他对实现目标的信心减弱了。在4月5日写给芒卡斯特（Muncaster）勋爵的信中，他说：“关于我的“外国奴隶法案”（Foreign Slave Bill），我承认，我承认，我对它获得上议院的通过不抱希望，但我不愿意将其束之高阁。”

4. 英国的枢密院令是君主根据枢密院的建议而颁布的命令。与立法不同，它不需要议会批准。

5. 虽然1807年该法案生效后，在英国买卖奴隶是非法的，但奴隶制本身又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1833年8月28日，《英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法案》（An Act fo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roughout the British Colonies）宣布奴隶制为非法。更广为人知的“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The Slavery Abolition Act of 1833）宣布奴隶制为非法，该法案旨在促进奴隶解放事业，以及补偿当时仍然有权得到奴隶服务的人。这两项立法合起来被总称为“废奴法案”（Abolition Acts）。

6. Tim Ferriss, Tools of Titans:  The Tactics, Routines, and Habits of Billionaires, Icons, and World-Class Performe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6).

7. Arianna Huffington, The Sleep Revolution: Transforming Your Life, One Night at a Time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16), 4.

8. Warren E. Buffett, “Shareholder Letter,” in Berkshire Hathaway 1990 Annual Report  (Omaha: Berkshire Hathaway Inc., 1991).

第2章　享受，“满足”不需要被延时

1. “Comic Relief Raises £1bn over 30-Year Existence,” BBC News Online, March 14, 2015.

2. Tim Urban, “Why Procrastinators Procrastinate,” Wait But Why, October 30, 2013, waitbutwhy．2013年，厄本诙谐的简笔画插图和深刻的见解使他的“等一下，为什么”（Wait But Why）成为互联网上最有趣的博客之一。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是：“黑暗游乐场是每个拖延症者都熟悉的地方。人们有时候会在这里进行休闲活动。而这本不应该发生。你在黑暗游乐场里得到的乐趣并不是真正的乐趣，因为你根本没有为自己赢得享乐的机会，而且空气中充满了内疚、焦虑、自我厌恶和担忧。”

3. Marie Kondo,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  The Japanese Art of Decluttering and Organizing  (Berkeley, Calif.: Ten Speed Press, 2014), 73.

4. Hilary Macaskill, Agatha Christie at Home  (London: Frances Lincoln, 2014)．作者描述了克里斯蒂在20世纪30年代末如何以6 000英镑的价格买下她的房产。她请建筑师翻新房子，告诉他：“我想要一个大浴缸，我还需要一个置物台阶，因为我喜欢吃苹果。”在《阿加莎·克里斯蒂杂录》（Agatha Christie Miscellany, Cheltenham, UK: History Press, 2013）中，凯茜·库克（Cathy Cook）写道：“克里斯蒂说她躺在浴缸里吃苹果喝茶的时候最有灵感。她宣称，现代的浴缸没有考虑到作家的需求，因为它们‘太滑，没有好的木制台阶来放铅笔和纸’。”

5. Edmund Morris, Beethoven: The Universal Composer  (New York: Atlas/HarperCollins, 2005), 80．莫里斯（Morris）讲述了贝多芬如何串起他的一系列仪式，包括在清晨数咖啡豆：“在温特都柏灵（贝多芬的家），他沉浸在每年例行生活节奏之中，那是他余生都会追求的一种生活。春天、夏天和初秋在林间或酒乡谱写音乐草稿，冬天在城市里将他的草稿谱写成完整的作品。于是，在他脑中，万物生长的季节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万物寂灭的日子则与誊写曲谱草稿、排练、合奏和契约联系起来。一年到头，他都是天一亮就起床，吃早餐，给自己煮一份尽可能浓的咖啡（每杯仔细地数出60粒咖啡豆），然后在他的‘钢琴桌’前工作到中午，这样他就可以边弹边写了。”

6. Anthony Everitt, Augustus: The Life of Rome’s First Empe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120.

第3章　释怀，雇用“感恩”，解雇“抱怨”

1. Guy de Maupassant, “The Piece of String,” Project Gutenber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i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Miss Harriet (Paris: Victor Havard, 1884).

2. Barbara L. Fredrickson,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9, no. 1449(Sep-tember 29, 2004): 1367–78.

3. Jim Collins, Good to Great: Why Some Companies Make the Leap... and Others Don’t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2001), 165.

4. Jim Collins, Turning the Flywheel: A Monograph to Accompany Good to Great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2019), 1.

5. Chris Williams, Let It Go: A True Story of Tragedy and Forgiveness  (Salt Lake City: Shadow Mountain, July 30, 2012).

6. Clayton Christensen, Competing Against Luck: The Story of Innovation and Customer Choice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2016), 15．克里斯坦森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这是关于一家想卖出更多奶昔的快餐连锁店的故事：“结果发现，大部分奶昔在早上9点之前被独自来到快餐店的人们买走。这些人几乎总是只买这一样东西。他们不在店里喝，而是钻进汽车然后带着奶昔离开。所以我们问他们：‘不好意思，我想解开这个谜团，你来这儿买奶昔，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谜底很快揭晓了，大清早来的顾客们都有同样的原因：他们开车上班的路上漫长而无聊，需要在通勤路上找点儿乐趣。”

7. J.R.R. Tolkien, The Two Towers: Being the Second Part of The Lord of the Ring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4)．格力马·巧言（Gríma Wormtongue）最初是洛汗国国王希优顿（King Théoden）的忠实奴仆与顾问。但是后来他与国王的暗中敌人萨鲁曼（Saruman）巫师结盟，萨鲁曼用黑魔法通过巧言的作用控制了国王。正如甘道夫（Gandalf）对希优顿所描述的那样：“巧言的低语一直在你耳边回响，毒害你的思想，冷却你的内心，削弱你的四肢，而其他人袖手旁观，无能为力，因为你的意志在巧言的掌控之中。”《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Tolkien）是一位有学问的语言学家，“Gríma”这个名字来自英语或冰岛语单词，意为“面具、帽檐、头盔”或“幽灵”。

8. Greg McKeown, “Hire Slow, Fire Fas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 3, 2014.

9. 这部分内容基于我在2020年写这本书期间与乔纳森·卡伦的多次谈话。从这位骄傲的父亲不断发来的照片来看，他的儿子特里斯坦一定很快乐、很健康。

第4章　休息，有规律地“无所事事”

1. K. A. Ericsson, R. T. Krampe, and C. Tesch-Röer, “The Role of Deliberate Practi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 no. 3 (July 1993): 363–406．这项研究构成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一万小时规则”的基础，尽管后来该研究的作者称他们的研究结果被误解了。K. A. Ericsson, “Training History, Deliberate Practice and Elite Sports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in Response to Tucker and Collins Review—What Makes Champ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47 (2013): 5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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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rian C. Gunia, “The Sleep Trap: Do Sleep Problems Prompt Entrepreneurial Motives but Undermine Entrepreneurial Mea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2 (June 13, 2018): 228–42.

4. A. Williamson, M. Battisti, Michael Leatherbee, and J. Gish,“Rest, Zest, and My Innovative Best: Sleep and Mood as Drivers of Entrepreneurs’ Innovative Behavior,”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83, no. 3 (September 25, 2018): 58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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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nstitute of Medicine, US Committee on Sleep Medicine and Research, and H. R. Colten and B. M. Altevogt, eds., Sleep Disorders and Sleep Deprivation: An Unmet Public Health Proble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6), 2.

7. Shahab Haghayegh, Sepideh Khoshnevis, Michael H. Smolensky, Kenneth R. Diller, and Richard J. Castriotta,“Before-Bedtime Passive Body Heating by Warm Shower or Bath to Improve Sleep: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leep Medicine Reviews 46 (2019): 124–35.

8. C. E. Milner and K. A. Cote, “Benefits of Napping in Healthy Adults: Impact of Nap Length, Time of Day, Age, and Experience with Napping,” 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 18, no. 2(2009): 272–81.

9. J. R. Goldschmied, P. Cheng, K. Kemp, L. Caccamo, J. Roberts, and P. J. Deldin, “Napping to Modulate Frustration and Impulsivity: A Pilot Stud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6 (2015): 164–67.

10. S. Mednick, K. Nakayama, and R. Stickgold, “Sleep-Dependent Learning: A Nap Is as Good as a Night,” Nature Neuro-science 6, no. 7 (2003): 697–98.

11. Ron Chernow, Grant  (New York: Penguin, 2017), 376．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一生中，他的功绩常被人拿来与拿破仑相比较。作为拿破仑的同类人，格兰特对这位法国人的军事战略了如指掌，显然也包括他的睡眠习惯。

12. Ian Gibson, The Shameful Life of Salvador Dalí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7), chaps. 2 and 3.

13. Drake Baer, “How Dali, Einstein, and Aristotle Perfected the Power Nap,” Fast Company, December 10, 2013.

第5章　觉察，在“噪声”中保持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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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纳德·爱泼斯坦是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和牙科学院的家庭医学、精神病学和肿瘤学教授。他也是《在场：医学、正念和人性》（Attending: Medicine, Mindfulness and Humanity）一书的作者。

第二部分　轻松行动

1. 维克多·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也使用了类似的术语“过度意图”，尤其是针对他的病人的极端病例。但我更喜欢使用“过度努力”这个更适合普通民众的表述。

第6章　定义，找到“产出低于投入”的那个点

1. Pablo Lledó, “Wasa and Scope Creep-Based on a True Story,”trans. Dr. David Hillson, accessed October 15, 2020. Eric H. Kessler, Paul E. Bierly III, and Shanthi Gopalakrishnan,“Vasa Syndrome: Insights from a 17th-Century New-Product Disaster,”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5, no. 3(August 2001): 80–91.

2. Margareta Magnusson, The Gentle Art of Swedish Death Cleaning: How to Free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from a Lifetime of Clutter  (New York: Scribn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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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ie Kondo,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  The J---apanese Art of Decluttering and Organizing  (Berkeley, Calif.: Ten Speed Press, 20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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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illiam Shakespea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Signet Classics), ed. Wolfgang Clemen (New York: Signet, 1998).

8. Eric Ries, “Minimum Viable Product: A Guide,” Startup Lessons Learned, August 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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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hat Is a Microburst?,”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October 15, 2020.

11. April Perry, “[Podcast 53]: How to Utilize Pockets of Time,” June 6, 2019, Learn Do Become.

12. Laura Spinney, “The Time Illusion: How Your Brain Creates Now,” New Scientist, January 7, 2015.

第8章　简化，能不做的都不做

1. Richard L. Brandt, One Click: Jeff Bezos and the Rise of Amazon.com  (New York: Portfolio/Penguin, 2011).

2. Mike Arsenault, “How Valuable Is Amazon’s 1-Click Patent? It’s Worth Billions,” Rejoiner, accessed October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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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im Highsmith, “History: The Agile Manifesto,” Agile Alliance, 2001.

6. Andy Benoit, Andy Benoit’s Touchdown 2006: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NFL This Yea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July 14, 2006).

第9章　过程，拥抱“简陋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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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节奏，竭尽全力不如有所保留

1. Roland Huntford, The Last Place on Earth: Scott and Amundsen’s Race to the South Pole  (New York: Atheneum,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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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轻松成果

1. Robbie Gonzalez, “Free Throws Should Be Easy. Why Do Basketball Players Miss?”, Wired, March 28, 2019.

2. Burton Malkiel and Charles Ellis, The Elements of Investing: Easy Lessons for Every Investor  (Hoboken, NJ:  Wiley, 2013), 11．富兰克林在1790年去世前，给他最喜欢的两座城市波士顿和费城各留下了一笔5 000美金的馈赠。他规定，这两笔钱将用于投资，在两个特定的日期支付，分别是馈赠日的100年后和200年后。过了100年，每个城市取出了50万美元用于公共工程项目。又过了100年，也就是1991年，他们拿回余款，每座城市连本带息大约有2 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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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MA (“Ask Me Anything”)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Elon Musk on Reddit, January 5, 2015．马斯克（Musk）写道：“我认为大多数人能学到的东西比他们想象中要多得多。他们还没尝试就妄自菲薄。一点儿建议：把知识看作一棵树，先确保你已经搞定了基本原理，也就是树干和大的树杈，然后再触及树叶，也就是知识详情，否则它们将无可依附，这很重要。”与此无关的是，在随后的交流中，另外一位用户问道：“你觉得什么日常习惯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最大的积极影响？”马斯克的回答很简单：“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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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ndrew Perrin, “Slightly Fewer Americans Are Reading Print Books, New Survey Find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19, 2015．这项调查还发现，七成美国成年人（72%）在过去一年时间里读过书，不论是整本书还是一本书的一部分，也不论是什么形式的书。这个数字比原来的79%有所下滑。值得高兴的是，在18～29岁的成年人中，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0%，这证实了一个与普遍印象相反的观点，千禧一代确实是阅读的。

第12章　提升，借助知识分享让影响力指数级增长

1. Robert Sutton and Huggy Rao, Scaling Up Excellence: Getting to More Without Settling for L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Business, 2016)．萨顿和拉奥将这一原则归功于宝洁公司前CEO雷富礼。雷富礼认为，“‘芝麻街—简单’（Sesame Street-simple）的口号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让每个人都知道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连所有的5岁小孩都会同意这一点。

第13章　自动，让行动不假思索

1. Alfred North Whitehead, An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1), 61.

2. Atul Gawande, The Checklist Manifesto: How to Get Things Right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9), 33.

3. Alexander Sehmer, “Teenager’s Parking Appeals Website Saves Motorists £2m After Overturning Thousands of Fines,”Independent, December 29, 2015.

4. Dan Heath, “How Expedia Solved a $100 Million Customer Service Nightmare,” Medium, March 3, 2020．瑞安·奥尼尔在2020年8月的一场会议中向我确认了这个数据。

第14章　信任，与值得信赖的人一起工作

1. 沃伦·巴菲特，“主席的信”2004年2月27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报告，第6页。

2. Kim Scott, Radical Candor:  Fully Revised & Updated Edition: Be a Kick-Ass Boss Without Losing Your Human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ublishing Group, 2019), 9.

第15章　预防，在问题发生前就“连根拔起”

1. David Allen, Getting Things Done: The Art of Stress-Free Productivi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5), 237．戴维·艾伦在描述“这种简单却特别的迈向下一步的技巧”时声明，他的老朋友、管理咨询师迪安·艾奇逊与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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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要主义是一种人生思维方式和态度，想要了解怎样最大限度地成就真正重要之事，阅读《精要主义》可以给你有用的启示。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引进，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编者注

(2) 人的认知能力容易受到多种外界因素的干扰，对此，卡尼曼在他的新书《噪声》中有精彩的论述。《噪声》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21年9月出版。——编者注

(3) 通常在21岁时完成。在这个仪式中，年轻人会把剃下来的一部分胡须放在一个特殊的容器里，敬奉神灵。——译者注

(4) 积极情绪能让我们更坚韧。怎样提升并利用自己的积极情绪呢？请阅读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所著《积极情绪的力量》，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由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出版。——编者注

(5) 1920年，美国生理心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将面对危险时的急性应激反应描述为“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后来该理论发展成为“战斗、逃跑或冻结”（fight, flight or freeze），乃至“战斗、逃跑、冻结或讨好”（fight, flight, freeze, and fawn）。它指的是面对危险时几种不受控制的本能反应。这些反应可以在特定的时刻达到特定的目的，但有时候也会妨碍人们做出最佳的行动选择。——译者注

(6) 如何开出自己的“习惯处方”呢？B.J.福格在他的最新作品《福格行为模型》中给出了详细的答案。这本书已由湛庐策划，由天津科技出版社于2021年10月出版。——编者注

(7) 风暴眼，即风暴中心的直径约30千米～65千米的圆形区域。热带风暴的外围风速可达100米／秒，而风暴眼内比较平静。——译者注

(8) 在电影《指环王》中，葛力马·巧言曾经是洛汗国将领，他用萨鲁曼之魔咒使国王变得虚弱。——编者注

(9) 美国职业棒球联盟有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MLB）和小联盟（Minor League Baseball，Minors）之分。每支大联盟球队都有“激活名单”和“扩大名单”。从2021赛季开始，激活名单上的球员为26人，可以在大联盟登场比赛。扩大名单为40人，包括激活名单上的26名球员，另外14名球员则在小联盟登场比赛。有需要时，球队会将小联盟球员上调到激活名单。——译者注

(10) 世界职业棒球大赛（World Series），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总冠军系列赛，7场4胜制，通常在每年10月举办。——译者注

(11) CrossFit是一个起源于美国的健身训练体系，强调将核心力量练习和适应性练习相结合。这个训练体系每年会举办一次名为CrossFit Games的比赛，来竞争谁是地球上最健美的男人或女人。——编者注

(12) 约翰·戈特曼对婚姻与两性关系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他的《幸福的婚姻》《爱的博弈》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阅读这两本书，可以获得很多有趣且有用的启示。——编者注

(13) 毕业于伦敦大学，是著名的心灵导师、作家，主张人们摆脱痛苦，进入内心的平和世界。——译者注

(14) 奈飞的出现和发展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像所有的明星企业一样，它的企业文化也被许多人研究学习。阅读《奈飞文化手册》，和优秀的企业学习如何管理企业。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编者注

(15) 浪涌，短时内发生的剧烈脉冲，瞬间出现超出稳定值的峰值。这里用它来形容“微下击暴流”短暂而强烈的特点。——译者注

(16) “鹰级”（Eagle）是美国童子军的最高级别。童子军的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初级（Tenderfoot）、中级（Second Class）、高级（First Class）、星级（Star）、生命级（Life）和鹰级。——译者注

(17) 延伸目标（Stretch-goal）是通用电气集团前CEO杰克·韦尔奇创造的词汇。它指的是难以达到的、需要努力和创造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译者注

(18) 安迪·贝努瓦，美国体育专栏作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美式橄榄球。——译者注

(19) 音障，又称声障。人们在实践中发现，飞行速度接近音速（340米／秒）时，会出现阻力剧增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人们曾认为音速是飞机飞行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并将这种现象称为“音障”。1947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王牌飞行员查克·耶格尔成为第一个冲破音障的人。——译者注

(20) 尤达宝宝指的是“星球大战”系列中的角色格洛古，在《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中出场。由于格洛古与该系列的另一角色尤达大师是同一种族，并且他正处于婴幼儿时期，形象可爱，因此被影迷称为“尤达宝宝”。——译者注

(21) 20世纪90年代在贝宝担任高管的埃隆·马斯克、彼得·泰尔和里德·霍夫曼，以及该公司其他一些早期高管。他们后来都成为著名企业家。——译者注

(22) 康塔塔，指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由管弦乐队演奏。源于意大利，后盛行于德国。——译者注

(23) 美国原住民有句谚语说：“同时追逐两只野兔，你将一无所获。”——编者注

(24) 穆罕默德·尤努斯是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他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服务，向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提供帮助。2006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25) 在寓言里，狐狸式思维的特点是广博，而刺猬式思维的特点是专精。——编者注

(26) 掌握太多信息有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麻烦，阿图尔的这本书详细论述了这一点。这本书的最新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17年10月出版。——编者注

(27) 替代医学是主流医学之外，能补充主流医学的不足并提供主流医学达不到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的一个医学派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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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赞誉

巴曙松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传统文化中凝聚着许多从容的智慧，例如：“花繁柳密处能拨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可立定才是脚跟。”在生活节奏日益快捷、社会分工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从容？本书提供了一个简洁易行的清单工具，让古老的东方从容智慧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一个载体。

廖新波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

没有医生想把病人往死里治，也没有谁能保证一定治好，世界本来就没有完整的生命清单。医生与木匠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有一份流程清单，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可重来，而后者可以再造。他们可以通过清单管理减少错误的发生，医学的清单是用生命书写的，也是用生命完善的！记住，生命不可take two，革命你手上的清单吧！

王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院长

一张小小的清单，就让一家医院原本经常发生的中心静脉置管感染比例从11%下降到了0，避免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为医院节省了200万美元的成本。同时，还让医院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上升了19%，手术室护士的离职率从23%下降到了7%。本书不仅给了医院管理者一个强大的思维工具，更带来了一场深入人心的观念革命。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原主治医师

临床医学因为有了清单，就有了统一操作的标准，不会因为医生的个体化差异造成损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质量控制标准。但本书不只是一本医学书，人们在阅读后，是不是也该给自己列个清单？自查，自省，才能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修金来

《中国医院院长》杂志副社长兼主编

做医学专业的学生时，听老师说，医院是人间悲剧的天堂。而工作以后才发现，这一评价虽然夸张，却是事实。要挽救患者的生命，仅有医术和责任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应对复杂局面的有效方法。幸运的是，有效方法不一定复杂，它可以简单到只是一张工作清单！

薄三郎

麻醉医生，科学松鼠会成员

清单是让你把事情做正确的必要方式。乍看之下，清单并不算高科技，但绝非多此一举。清单的本质在于沟通，它的实施离不开划定角色，遵照流程。遵守清单，就是检视那些微小且漫不经心的小bug——它们看似无关全局，却会给人致命一击。

秦朔

秦朔朋友圈Chin@Moments新媒体平台及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

生活在无边的信息、知识、技术的海洋中，你常常会有无知感、无力感、沮丧和挫败感。面对这种无限的外部复杂性，你需要培养一种庖丁解牛式的、化繁为简、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思维和方法。《清单革命》是你的必读书！

董雷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机长，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

我是用飞行员的眼光来阅读这本书的。掩卷之余，“飞行清单”已不仅仅是飞行程序的一部分。本书作者让我明白了清单的真正涵义：如何让复杂的知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有效避免“无能之错”。读完本书，相信你也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畅销书《引爆点》作者

本书涉及的主题几乎与现代世界的所有方面都息息相关。我们该如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在书中，作者为清单赋予了伟大的责任。他认为，现代世界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称为专业技术的东西：专家也会犯错，他们也需要帮助。但是否接纳清单，取决于他们是否承认这一事实。

斯蒂夫·列维特

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作者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高水准的著作。书中不仅充满了有趣的故事，而且还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读过的最佳作品。

《纽约时报》

很少有人能够像作者那样，把手术中突然出错的恐惧描写得这么活灵活现，因为他自己就曾碰到过这可怕的一幕；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把专家正在为减少这种风险所做的努力描写得那么清晰。

《华盛顿邮报》

即便是抱着怀疑态度的读者，也会觉得本书列出的论据非常具有说服力……作者用生动的描绘和有力的证据，呼吁医生采用清单这一看似稀松平常的工具来提高工作成效。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

本书文字优美，故事动人，论据和论点都很有说服力。在过去几年里，作者亲自参与了世界手术安全清单的研发和实施工作，并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书中，他与大家分享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并全力呼吁医护人员使用最简单、却被证明很有效的清单来改变工作方式。他的呼吁应该得到关注和回应。

《纽约时报书评》

航空业和建筑业的实例证明了清单的有效性……本书极具吸引力。

《商业周刊》

本书涉及的领域远不止医疗行业……读过本书后，你或许会想要尝试最为平常的工作：制作清单，而且可能会从中获益良多。

《出版人周刊》

本书生动地展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想法：不起眼的清单也能让你做得更好。

《西雅图时报》

清单看似很傻，但非常有用，本书用大量事例证明了这一点。作者说理极为充分，如果有人看了书还不认可清单的作用，我们可要向他提出质疑了。

《卫报》

通俗易读，却意义深远。作者用生动的事例和大家讨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

《彭博新闻》

引人入胜。作者用有力的事实告诉我们：使用清单，大有裨益。


推荐序
一场捍卫安全与正确的清单革命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畅销书《引爆点》作者

阿图·葛文德对现代医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着深入的思考。《清单革命》一书也正是从医学入手，讲述了诸多作者的从医经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本书的主题几乎与现代世界的所有方面都息息相关，即我们该如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如此震撼又发人深省的好书，我很久没有读到了。

葛文德认为，人类的错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知之错”，一类是“无能之错”。“无知之错”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正确知识而犯下的错误，“无能之错”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正确知识，但却没有正确使用而犯下的错误。在书中，葛文德为我们列举了许多与医学有关的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手术的例行程序异常复杂，医护人员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压力重重的环境中，即便再优秀的医生也难免漏掉其中一个步骤、少问一个关键问题，以致在手术过程中出现失误。葛文德还拜访了飞行员和建造摩天大楼的建筑人员，并从他们那里找到了应对复杂问题的方法：即便超级专家也需要一张清单，需要把一些关键步骤写在小卡片上以帮助其完成工作。在书中，葛文德还描述了他的研究团队采用这一理念，如何研发出手术安全清单。目前，该清单已在世界各地投入使用，并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虽然我的评论篇幅较短，但读者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这本书的视角带有局限性，得出的结论也稀松平常，事实并非如此。葛文德擅长写作，而且很会讲故事，在书中，他为清单赋予了伟大的责任。葛文德认为，现代世界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称为专业技术的东西：专家也会犯错，他们也需要帮助。但是否接纳清单，取决于他们是否承认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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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知之错”与“无能之错”
可以原谅的与不被原谅的

●　为什么本该在90分钟内完成的心脏急救检查，成功率不到50%？为什么会有高达2/3的死刑判决发生了错判？我们到底能掌控多少？又有哪些事根本不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

●　或许，我们犯错，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或许，我们犯错，不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而是没有正确使用这些知识。人类的错误分为两大类型，“无知之错”，可以原谅；“无能之错”，不被原谅。

为什么会有一件事谁都没有做

我的大学同学约翰是旧金山的一名普外科医生，只要有机会凑在一起，我们就会交流一些彼此在行医过程中碰到的惊险故事，外科医生都很善于此道。一天，约翰就给我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在万圣节的晚上，他的医院接收了一个被刺伤的病人，这名男子因在化装舞会上和别人发生争执而受伤。

起初，病人情况稳定，呼吸正常，也没有表现出疼痛难忍的样子。他只是喝多了，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创伤组医护人员迅速用剪刀将他的衣服剪开，然后对他的身体进行仔细检查。这名男子略显肥胖，大概有90公斤重，赘肉主要集中在肚子上，而伤口也在这个部位。伤口长5厘米，就像张开的鱼嘴，连腹腔大网膜也翻了出来。约翰他们只需把这名男子推进手术室，进行仔细检查，以确保他的内脏没有受到损伤，然后将那个小伤口缝合就行了。

“没什么大事。”约翰说。


如果病人伤势很严重，你看到的场面会截然不同：创伤组会冲进手术室，病人的担架床会被飞快地推进去，护士们则会迅速准备好各种手术器械，而麻醉医生也不得不匆匆就位，他们没有时间仔细查阅病人的病例。但是，当时的情况并不严重。创伤组觉得有充足的时间，不用火急火燎。所以，他们让病人躺在创伤诊疗室的担架床上，等待手术室准备就绪。



但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一个护士发现那个病人不说话了。他心跳过速，眼睛上翻，而且在护士推他的时候一点反应也没有。这位护士立刻发出了急救警报，创伤组成员蜂拥而至。那时候，病人的血压都快没了。医生和护士立刻为他输氧，并迅速为其补液，但病人的血压还是没有上升。

于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假想场景不幸变成了现实：创伤组冲进了手术室，病人的担架床被飞快地推了进去，护士们迅速准备好各种手术器械，麻醉医生不等仔细查阅病人的病例就匆匆就位，一名住院医生将一整瓶消毒液倒在病人的肚子上。约翰抄起一把大个儿的手术刀，干净利落地在病人的肚子上划出了一条上至肋骨、下至耻骨的长口子。

“电刀。”

约翰将电刀头沿着切口的皮下脂肪向下移动，将脂肪分开，然后再将腹肌的筋膜鞘分开。就在他打开病人腹腔的一刹那，大量鲜血从腹腔内喷涌而出。

“糟了！”

到处都是血。这可不是一般的刺伤，那把刀子扎进去足足有30多厘米深，一直扎进了脊柱左侧的主动脉，就是那根将血液从心脏送出的大动脉。

“谁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来？”约翰说。另一个外科医生马上用拳头压在血管破裂处的上方，可怕的大出血终于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危急的局势渐渐稳定下来。约翰的同事说，自从越南战争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创伤。

结果还真是被这个医生给说中了。约翰后来才知道，在那天的化装舞会上，行凶者扮成了一名士兵，他的枪还装上了刺刀。

这位病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天，最终还是挺了过来。直到现在，约翰只要一提起这件事还是会懊悔地连连摇头。

创伤的原因有很多。当病人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医护人员几乎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对病人从头到脚进行检查，仔细跟踪测量病人的血压、心率和呼吸频率，检查病人的意识是否清醒，为病人输液，打电话让血库准备好血袋，而且还给病人插上了导尿管以确保其尿液排尽。该做的他们几乎都做了，但就是有一件事情谁都没有做，那就是询问送病人过来的急救人员，到底是什么器械造成了创伤。

“你绝不会想到有人会在旧金山被刺刀扎伤。”约翰只好这么解释。

他们差点害死了这个病人

约翰还给我讲述了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位病人因为胃癌而需要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病人的心跳突然停止了。约翰看了看心脏监视器，然后对麻醉医生说：“你看，病人的心跳是不是停止了？”监视器屏幕上的心跳波形变成了一条平平的直线，就像仪器的电极根本没有接到病人的身体上一样。

麻醉医生说：“肯定是电极脱落了。”他一点都没有觉得病人的心跳真的会停止，因为这个40多岁的病人非常健康，医生只是在不经意间才发现了他胃部的肿瘤。


病人在看其他病的时候，可能是在看咳嗽的时候提到自己有一点烧心的症状，实际上那种感觉连烧心都算不上。他只是觉得在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食物会卡在食道里，这让他感觉有点烧心。医生随即让他做了一次钡餐造影检查。他站在X光机前面，将乳白色的钡剂喝下。医生在屏幕上看到，在病人胃部的顶端有一团老鼠般大小的组织时不时地压迫胃的入口，就像一个瓶塞时开时闭一样。由于发现得早，癌细胞并没有扩散。要想根治此病只有靠手术，医生需要将病人的整个胃部切除，手术大约需要进行4个小时。



一开始，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病人的胃部成功切除，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就在医生准备重建病人消化道的时候，心脏监视器上的波形变成了直线。过了5秒钟手术团队才意识到，监视器的电极并没有脱落，因为麻醉医生根本无法摸到病人的脉搏，他的心脏真的停止跳动了。

约翰把盖在病人身上的手术单扯掉，马上对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病人的肠子随着约翰的动作一起一伏。一位护士立刻发出了蓝色警报。

说到这里，约翰停了下来，他问我：“如果你是我的话会怎么处理？”

我使劲儿思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实施大手术的过程中，病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很可能是由于大出血造成的。所以，我会加大输液量，并寻找出血点。

麻醉医生也是这么说的。但病人的腹腔完全敞开着，并没有任何大出血的迹象。

“麻醉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后根本无法相信，”约翰说，“他一直不停地叫道，‘一定有大出血！一定有大出血！’但真的没有。”

缺氧也会造成心跳停止。我告诉约翰，我会将输氧量开到最大，然后检查病人的气道，还会将病人的血样送到实验室进行化验，以排除其他异常情况。

约翰说，他们也想到了，但病人的气道没有任何问题。而血样的化验结果至少要等20分钟才能出来，那时候病人可能早就命归黄泉了。

气胸会不会是造成病人心跳停止的原因呢？这种可能也被排除了。医生用听诊器进行了仔细检查，结果两侧肺部的气流运动情况良好。

那么，一定是肺栓塞引起的，我继续猜测原因，一定有血凝块随同血流进入了病人的心脏，并阻止了血液循环。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但动大手术的癌症患者的确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没有太多办法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可以给病人注射大剂量的肾上腺素，或实施电击除颤，但这些举措可能没有太大用处。



约翰说，他的团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手术团队对病人进行胸外按压已经整整15分钟了，但显示器上依然是一条意味着死亡的直线。大伙儿都快绝望了。前来帮忙的医护人员中有一位高级麻醉医生，他在病人被麻醉的时候曾经来过手术室。他走后，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没有出什么状况，但他觉得一定是有人出了纰漏。

他问当值的麻醉医生，在病人心跳停止前的15分钟里是否进行过什么与往常不同的操作。

当值麻醉医生说没有，但他马上又改了口。手术的第一次例行化验结果显示，病人除了血钾含量较低以外一切正常，于是麻醉医生为病人注射了一剂氯化钾进行修正。


我怎么就没想起来血钾水平呢？血钾水平异常是造成心脏停止跳动的典型原因之一，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会提到。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忽视了这一点。血钾水平过低会造成心脏停止跳动，医生要为病人注射一定剂量的氯化钾以使其血钾水平恢复正常，但血钾水平过高同样会让心脏停止跳动。美国各州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执行死刑的。



那位高级麻醉医生随即要求查看氯化钾溶液的包装袋。有人从垃圾桶里把包装袋翻了出来，当值麻醉医生果然使用了错误浓度的氯化钾溶液，其浓度是病人所需浓度的100倍。也就是说，他给病人注射了致命剂量的氯化钾。

如此折腾了大半天以后，医护人员不知道还能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他们已经耽搁了太长时间。但从那一刻起，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手术团队给病人注射了胰岛素和葡萄糖，以此来降低病人过高的血钾水平。由于这些举措需要15分钟才能奏效，病人等不了那么久，所以他们又给病人静脉滴注氯化钙，并给病人吸入一种叫作沙丁胺醇的药物。病人的血钾水平迅速下降，他的心脏再一次开始跳动了。

手术团队终于缓了一口气，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完成这台手术。他们差点害死这个病人，而且对此还全然不知。不过，他们还是坚持把手术做完了。约翰走出手术室，将早先发生的一切告知了病患家属。他和病人都非常幸运，因为这个病人最终完全康复了，就好像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人类错误的两大类型

作为外科医生，我们总是互相交流一些让彼此感到意外的经历，而有时候也会讲述一些让自己感到非常懊恼的故事，因为一些不幸的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和同行分享的既有在手术室里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有在那里遭遇过的惨痛失败。每个外科医生都有失手的时候，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喜欢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约翰的故事让我开始反思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能掌控多少？有哪些事情根本不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

哲学家萨米尔·格洛维兹（Samuel Gorovitz）和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曾于20世纪70年代写过一篇关于人类谬误本质的短文。在一次手术培训中，我读到了这篇文章，从那以后，文章中提到的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两位哲学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为何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失败？他们将导致我们犯错的一类原因称为“必然的谬误”，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人类并非全知全能，即便是得到先进科技的支持，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关于世界和宇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控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但是，的确有不少领域是人类多多少少可以控制的。我们能够建造摩天大楼，能够预测暴风雪，对于遭受心脏病发作或刺伤的人来说，我们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格洛维兹和麦金太尔指出，人类的错误可以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类错误是“无知之错”，我们犯错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知识，科学只让我们部分理解了世界的运行规律。有些超高难度的摩天大楼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建造，有些暴风雪我们还无法预测，有些心脏病发作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预防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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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错误是“无能之错”，我们犯错并非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知识，而是因为没有正确使用这些知识。所以，一些摩天大楼因为错误的设计或施工而倒塌了，一些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原本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还有一些致命的刺伤被医护人员忽视了，因为他们忘记询问急救人员病人到底是被什么器械刺伤的。

如果把约翰讲述的故事看作是21世纪初医学问题的一个缩影，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倾向于“无知之错”的天平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无能之错”了。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生活主要被“无知之错”所主宰，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的疾病最能说明上述观点。就大多数疾病而言，我们以前并不知道病因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但仅仅就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科学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知识，以至于我们现在不能只应对“无知之错”的挑战，还要投入大量精力来应对“无能之错”的挑战。

以心脏病为例。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对于如何预防和治疗心脏病几乎还是一无所知。比如，我们并不知道高血压的危害。即便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降低血压。直到60年代，第一种治疗高血压的安全药物才开发出来，并证明是有效的。但那时候，我们依然不知道胆固醇、遗传因素、吸烟以及糖尿病对心脏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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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不幸心脏病发作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会给病人注射吗啡止疼，或许还会让他们吸氧。病人必须绝对静卧休养几周时间，医生甚至不允许他们起身上厕所，生怕这些动作会给他们受损的心脏造成更大压力。病患家属所能做的只有向上帝祈祷，希望病人能够挺过去。即便他们能够如愿，病人回家后也基本上做不了什么事情，只能悲惨地度过余生。

但在今天，我们至少有十几种办法，能够有效降低心脏病发作的概率。比如控制血压，让病人服用药物以降低胆固醇水平并消除炎症，限制血糖水平，鼓励人们经常锻炼，帮助人们戒烟等。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出现了心脏病早期症状，那么还会督促他接受进一步检查。而对于那些心脏病不幸发作的人来说，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治疗手段，这些手段不仅能够挽救病人的生命，还会限制心脏受损的程度。我们可以让病人服用药物以疏通其受阻的冠状动脉；我们还有能够撑开这些血管的支架；我们还能做开胸手术，利用搭桥技术绕过受阻血管。在某些情况下，病人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卧床休息，吸氧，并服用药物。过不了几天，病人就能出院回家过正常生活了。

不被原谅的“无能之错”

现在，我们面临的错误更多的是“无能之错”，也就是如何持续地、正确地运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在众多选项中选择正确的心脏病治疗手段非常困难。即使对经验丰富的专家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如此，每种治疗方法都存在很多隐患，可能会引发众多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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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如果心脏病人要接受心血管球囊扩张治疗，那么手术必须在病人到达医院后的90分钟内开始。不然，病人生存的概率就会大幅下降。对医院的操作实践来说，这意味着，对于每一位急诊就医说自己胸痛的病人，医生必须在90分钟内完成所有检查和化验，并做出正确的诊断，制订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并将方案告知病人并获得许可，确认病人没有过敏或其他需要考虑的健康问题，然后通知手术团队，并让心导管手术室做好准备，最后将病人送入手术室开始手术。



那么在一家普通的医院里，所有这些步骤能够在90分钟内完成的概率是多少呢？2006年，这一概率还不到50%。这不是什么特例，此类失败在医院里司空见惯。研究发现，至少有30%的中风病人、45%的哮喘病人以及60%的肺炎病人没有得到妥善治疗。即使你知道该怎么做，正确实施治疗的各个步骤还是非常困难的。

我花了不少时间想搞明白：现代医学面临的困境和压力都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结果发现，主要的原因并不是金钱或政府，也不是法律诉讼或保险公司制造的麻烦，而是现代科学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在运用复杂知识时所面临的紧张和压力。这类问题不只发生在美国，它们遍及世界各地。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你都能看到这类问题的踪影。而且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类问题甚至不仅仅局限于医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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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所有的实践领域中，知识及其复杂性与日俱增。同样，人们正确实施所掌握知识的难度也在与日俱增。比如，政府在国民遭受飓风等自然灾害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上经常犯错。而在过去4年间，针对律师失误的诉讼案件数量增长了36%，有的律师搞错了开庭时间，有的把卷宗弄丢了，有的则用错了法律条款。当然，错误百出的还有各种软件、情报和银行交易。实际上，任何一个需要我们掌控复杂性和大量知识的领域都难逃厄运。

“无知之错”可以原谅，“无能之错”不被原谅。如果解决某类问题的最佳方法还没有找到，那么只要人们尽力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是，如果人们明明知道该怎么做，但却没有做到，那么这类错误很难让我们不暴跳如雷。我们怎么可以允许半数心脏病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呢？我们怎么能够允许2/3的死刑判决发生错判？两位哲学家将此类错误冠以“无能”的恶名，不是没有道理的。被此类错误祸害的当事人会对我们使用更为激烈的词语，比如“渎职”，甚至是“丧尽天良”。

不过，对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来说，无论是医生、律师，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可能会觉得这种评价有失公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每天需要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要不断学习新知识并做出艰难的选择。即使这些从业人员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但由复杂性造成的失败远比因为没有责任心而导致的失败多得多。所以，在大多数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领域，对于失败的正确处理方法不是惩罚，而是鼓励从业人员积累更多经验和接受更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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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要治疗遭受创伤的病人，外科医生只看教科书是不够的。即使你熟知有关贯通伤及其成因的所有知识，即使你了解各种诊断和治疗方法，即便你懂得快速行动的重要性，也不足以让你成功地治愈病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还必须熟悉诊疗的真实环境，熟知实施各种步骤的次序和正确时机。不断练习、不断积累经验会让你熟能生巧，让你获得成功。如果导致失败的原因仅仅是缺乏某些技能，那么只需接受更多的培训和练习就能解决问题。

但这并不是约翰所碰到的问题的症结。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为训练有素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在一线操刀已经有十多年了。这种情况很普遍。无论是在医学，还是在其他领域，个人能力往往不是最难克服的障碍。因为在大多数专业领域，训练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培训的强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对专业人士来说，无论是医生、教授，还是律师或工程师，他们在单独执业之前都要高强度地学习基础知识，每周花在学习上的时间长达60小时甚至是80小时。我们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完善自己的技能，我们用来掌握和磨炼技能的方法已经非常高效了，我很难想出更加高效的方法。但我们还是会经常犯错，无论个人能力多么超强都不足以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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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在21世纪初面临的情形：我们已经积累了数量惊人的知识。掌握这些知识的是人类社会里最训练有素、技艺最高超、工作最努力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的确已经运用这些知识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要恰当使用这些复杂的知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各个领域，从医疗到金融，从商业到行政，可以避免的错误和失败比比皆是，它们让从业人员受挫，让他们士气低落。而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越来越明显：我们所掌握的知识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个人正确、安全和稳定地发挥其功效的能力范围。知识的确拯救了我们，但也让我们不堪重负。

我们需要开展一场伟大的变革来防止错误与失败。这一变革立足于已有的经验，既能充分利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又能弥补人类不可避免的缺陷和不足。这一变革并非艰难之举，而且简单至极，特别是对那些花了多年时间来培养和磨炼高超技艺的专业人士来说，投身这一变革简直让人贻笑大方。

如何用《清单革命》让复杂的工作变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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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湛庐阅读”App，

搜索“清单革命”，看投资人、

猎豹移动公司CEO傅盛对清单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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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人人都会犯错
心灵的转变

●　我们的身体能够以13 000多种不同的方式出问题。在ICU，每位病人平均24小时要接受178项护理操作，而每一项操作都有风险。

●　知识，早已让我们不堪重负。请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请承认，无论我们进行多么细致的专业分工和培训，一些关键的步骤还是会被忽略，一些错误还是无法避免。

为什么一个进了鬼门关的小女孩能被拉回人间

医学学术期刊《胸外科年鉴》（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上曾刊登过一篇论文：作者用干涩的学术语言描述了一场发生在阿尔卑斯山一个奥地利小村庄里的噩梦。一对夫妻带着自己3岁大的女儿去屋后的林子里散步，结果一不留神孩子滑进了一个只结了一层薄冰的池塘。虽然他们纵身跳入池塘试图将女儿拉上来，但孩子很快就沉入了水底。直到半小时后，他们才把孩子救上岸。这对夫妻随即拨打了急救电话，急救人员立刻通过电话指导他们对孩子实施心肺复苏。

8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了，但他们发现孩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她的血压和脉搏都测不到，呼吸也停止了。孩子的体温只有19摄氏度，瞳孔已经放大，对光刺激没有任何反应，这说明她的大脑已经停止了工作。

但急救人员并没有放弃，他们依然给女孩实施心肺复苏。一架直升机将孩子火速送往附近的医院。一路上，急救人员不停地按压女孩的胸腔，等直升机到达医院后，他们直接将女孩推进了手术室，并把她抬到医院的轮床上。一个外科小组随即赶到，以最快的速度为孩子接上人工心肺机。


人工心肺机的个头和一张办公桌相当，外科医生必须将孩子右侧腹股沟的皮肤切开，将一根硅胶导管插入股动脉，让血液流入机器，并把另一根导管插入股静脉，再将氧合后的血液送回体内。一位体外循环灌注师打开人工心肺机的血泵，调整氧含量、温度和流量等参数。女孩的血液开始经体外循环，心肺机的管子也随之变成了鲜红色。直到一切就绪后，急救人员才停止按压女孩的胸腔。



把女孩送到医院的时间和为她接入人工心肺机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是一个半小时。不过，在两小时关口就要到来之际，女孩的体温上升了6摄氏度，她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这是她身上第一个恢复功能的内脏器官。

6个小时后，女孩的核心体温已经达到正常的37摄氏度。医生试图用机械式呼吸机替换下人工心肺机，但是池塘里的水和杂物对孩子的肺造成了严重损伤，输入的氧气无法经由肺部进入血液，所以医生只能为她接上一种名叫体外膜肺氧合机（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的人工肺。为此，医生必须用一把锯子打开女孩的胸腔，并且将便携式体外膜肺氧合机的导管直接插入女孩的主动脉和跳动的心脏中。

待体外膜肺氧合机启动后，医生将人工心肺机的导管移除，对血管进行了修复，并将腹股沟上的切口缝合。外科小组随后将女孩送到了重症监护室，她的胸腔依然打开着，上面覆盖着无菌塑料薄膜。在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里，重症监护团队一直用纤维支气管镜吸除女孩肺里的积水和杂物。一天后，她的肺恢复良好，可以直接使用机械式呼吸机了。于是，医生又把她送回手术室，将体外膜肺氧合机的导管拔掉，修复血管，并将胸腔闭合。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女孩的肝、肾和肠等器官都恢复了功能，但脑还是没有反应。CT扫描显示，女孩的整个脑部都有肿胀的迹象，这是弥漫性损伤的特征，但脑部没有任何区域死亡。所以，医生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在女孩的颅骨上钻一个小孔，放入一个探头以监控脑压，并通过控制脑液和使用药物等手段不停地对脑压进行调整。在随后的一周多时间里，女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最终，她渐渐地苏醒了过来。

首先，她的瞳孔对光线有反应了。然后，她能够自主呼吸了。终于有一天，她张开了双眼，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溺水两周后，这个女孩出院回家了。虽然她右腿和左臂部分瘫痪，说起话来还有些模糊，但只要经过大量的康复治疗，就可以在5岁前完全恢复。生理和神经检测都显示，她和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完全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

这个故事之所以令人惊奇，并不只是因为医生能够把一个进了鬼门关两小时的小女孩拉回人间，更因为他们能够在混乱的医院里有条不紊地成功实施那么多复杂的治疗步骤。


人们常常会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场景：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急救人员用力按压其胸部，并对其实施人工呼吸。随着溺水者一阵咳嗽，肺部的积水被咳出，心跳恢复正常，神智也变得清晰了。但在现实中，急救可没有这么简单。

为了挽救这个小女孩的生命，数十位医护人员要正确实施数千个治疗步骤，比如在插入血泵导管的时候，不能把气泡注入病人的体内，要时刻保证各种导管、女孩敞开的胸腔以及她与外界接触的脑脊髓液不被细菌感染，他们还要启动一堆难伺候的设备，并让它们维持正常运转。上面提到的每一步都很困难，而要将这些步骤按照正确的顺序一个不落地做好更是难上加难。在整个过程中，医护人员没有太多自由发挥的余地。



实际上，很多因溺水而心脏停止跳动的孩子没有被挽救回来，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跳停止太久了，而是因为其他各种原因，比如机器坏了，手术团队动作不够快，或者有人没洗手，导致患者发生了感染。虽然这些案例没有写进《胸外科年鉴》，但它们非常普遍，只不过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世界，从非常复杂到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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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都被青霉素忽悠了。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928年的这项重大发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前景：只要服用一粒小药丸，或者打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疾病。毕竟，青霉素遏制了许许多多原本无法医治的传染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相似的简单方法治愈各种不同的癌症呢？或者用同样简单的方法来治疗烧伤、心血管疾病和中风呢？

现代医学并没有如我们所想。虽然在过去的100年间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却发现，大多数疾病都有各自的特点，共同之处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而且许多疾病仍然难以治愈。即使对于曾经用青霉素创造过无数奇迹的传染病医生来说，情况一样非常严峻：并非所有菌株都对抗生素敏感，而那些一度敏感的也会很快发展出耐药性。今天，我们需要使用非常个性化的治疗手段，有时候甚至需要动用多种手段来治疗感染。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特定菌株的药敏性特征、病人的病情以及受影响的器官系统。如今的治疗过程离青霉素为我们展现的前景越来越远，变得越来越复杂。医学已经变成一门掌控极端复杂性的艺术，成了测试人类是否能够驾驭这种复杂性的一种考验。


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第九版国际疾病分类中，我们可以找到13 000多种不同的疾病、综合征和损伤。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能够以13 000多种不同的方式出问题，而科学几乎给每一种疾病都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算我们无法治愈疾病，但也能尽量减少疾病带来的损伤和痛苦。不过，每种疾病的治疗方法都是不同的，而且基本上都不简单。现在，医生们手边就有6 000多种药物和4 000多种治疗手段可供选择，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要求、风险和注意事项，这让医生们很难不出错。



我们医院在波士顿的肯莫尔广场（Kenmore Square）有一家附属社区诊所。“诊所”这个名称可能会让人觉得这家医疗机构很小，但其实不然。这家诊所始建于1969年，现在称为哈佛先锋（HarvardVanguard）。该诊所为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提供各类门诊服务。但就算只是提供门诊服务，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为了跟上医学飞速发展的步伐，这家诊所建立了20多个科室，雇用了600多名医生和其他1 000多名专业人士。他们涉及的专业多达59种，其中有很多在诊所建成的时候还没诞生。如果你乘电梯到五楼，从电梯口一路走到普外科，会依次经过多个科室，如普内科、内分泌科、遗传科、手外科、化验实验室、肾科、眼科、整形外科、放射科和泌尿科。这还只是一条走廊上的科室。



为了应对复杂性这个问题，不同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了分工。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作依然非常繁重。就拿我自己某一天的繁忙工作来说吧。

[image: ]　急诊室让我去查看一名25岁的女病人，她的右下侧腹部越来越痛，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等症状。我怀疑她得了阑尾炎，但她是个孕妇，所以不能让她接受CT扫描，因为这么做可能会威胁到胎儿的安全。

[image: ]　随后，一位妇科肿瘤医生呼我，让我去手术室看一看。一位女病人的卵巢上长了一个肿块，医生在切除这个肿块的时候发现，这可能是胰腺癌转移形成的。他想让我检查一下病人的胰腺，看看是否要一并切除。

[image: ]　邻近医院的一位医生打电话给我，说要让一名重症监护病人转到我们医院。这个病人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已经阻塞了她的肾脏和肠子，并造成了大出血，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掌控的范围。

[image: ]　后来，我们医院的内科又打电话让我过去看一位61岁的病人，他肺气肿非常严重，所以无法进行髋关节手术，因为医生怕他的肺容量不够大。但是他现在得了很严重的结肠感染，也就是急性憩室炎，医生用了3天抗生素都无济于事。所以，手术是他能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image: ]　可能是觉得我的工作还不够乱，另一位同事让我去帮忙看一个52岁的患者，他有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慢性肾衰竭，而且还严重肥胖。他中风过，现在又得了绞窄性腹股沟疝。

[image: ]　还有一名内科医生让我一起给一位直肠瘘病人做诊断，她身体很健康，但可能因为这个病而不得不进行一次手术。

正如各位看到的那样，我要在一天的时间里处理那么多不同而且复杂的病例。上述6个病人所患的疾病完全不同，此外，我还要进行26次不同的诊断。也许会有人觉得其他医生可能没那么忙，但实际上，我的每个同事都要面临许多复杂而棘手的问题。

根据哈佛先锋诊所病历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一年内，仅仅在门诊诊疗过程中，每个医生平均要诊断250种疾病，而这些病人还有其他900多种不同的健康问题需要医生仔细考虑。每个医生平均要开300种药物和100多种不同的化验单，还要进行40种不同的治疗，如接种疫苗、接骨等。

在所有医生中，普内科医生面临的问题最繁杂。他们每人平均每年要诊断371种疾病，要考虑其他1 010种健康问题，要开出627种药，还要进行36种治疗。只要想一想他们需要掌握多少种不同门类的知识，就会令人头脑发胀。而这还只是门诊的工作量，医疗管理系统并没有记录医生为住院病人提供服务时需要完成的各种工作。

但就算是只考虑门诊，统计数据也并不完整。因为在使用系统的时候，医生常常会使用“其他”这个选项。如果病人很多，而你的进度已经落下两个小时，候诊的病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这时候你往往不会在浩瀚的数据库中慢慢寻找相应的诊断代码，而是会选择“其他”这个万能选项草草了事。但话说回来，即便你有时间，也未必能够从系统中找到你想要记录的病症。

大多数美国医院使用的电子病历系统跟不上医学发展的速度，没有把新近发现的或刚刚和其他疾病区分开来的疾病包括在内。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患有肾上腺神经节细胞瘤的病人，这是一种罕见的肾上腺疾病。我还碰到过李–佛美尼综合征（Li-Fraumeni syndrome）患者，这是一种可怕的遗传病，会让病人周身器官都发生癌变。但是，在医疗管理系统的下拉菜单里找不到上述两种疾病的名称，于是，我只能选择“其他”选项了。科学家几乎每周都会有新的遗传学发现，会找到新的癌症亚型，会制订新的诊断标准，还会发明新的治疗手段。医疗的复杂程度与日俱增，连计算机系统都跟不上了。

但是医疗的复杂性并不只是源于知识的飞速积累，实践问题也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各位已经看到了，医务人员面临的问题多么难以应对，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重症监护室（ICU）。

178项操作，每一项都有风险

“重症监护”这个词听起来不太容易让人理解，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更喜欢用“重症护理”一词，不过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太清楚。但如果我们用“生命支持”这个非医学名称的话，一切就明明白白了。现如今，人们会遭受许多可怕的损伤，如挤压、灼伤、炸伤、主动脉破裂、结肠破裂、严重心脏病发作、重度感染等。但不可思议的是，即使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损伤，很多人还是能活下来。要知道，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状况，在过去都能轻而易举地夺走人们的生命。而现在，重症病人存活下来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重症监护，因为相关医疗技术让我们能够用人造的方法替代人体失效的功能。当然，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我们需要使用大量科技。


如果病人的肺部出问题，我们需要机械式呼吸机，或许还需要气管切开；如果病人的心脏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主动脉内气囊泵；如果病人肾脏机能失效，我们则需要血液透析机；如果病人昏迷不醒，无法进食，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将硅胶导管插入病人的胃部或小肠，这样我们就能将特殊配方的流质食物直接通过导管灌入病人的消化道；要是这位不幸的病人连肠胃都被破坏了，那么我们会将氨基酸、脂肪酸和葡萄糖直接注射进病人的血液里。



在美国，每天就有将近9万人住进重症监护室，每年就有500多万人需要接受重症监护。几乎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机会光顾这个没人想去的地方。现代医疗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重症监护室里的生命支持系统，如早产儿、重伤患者、中风患者、心脏病患者，以及接受脑部、心脏、肺部或大血管手术的病人。在医院的各种治疗活动中，重症监护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在50年前，重症监护室基本上不存在。但如果你到现在的医院去看一看，在每天接受诊治的700位病人中，差不多会有155位接受重症监护。每位病人平均会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上4天时间，存活率大约是86%。所以，进入重症监护室，接入机械式呼吸机和各种电线、导管并不意味着被判了死刑。不过，待在那里的几天会是你人生中情形最为危急的几天。

15年后，以色列的科学家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对重症监护病人在24小时内接受的各项护理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每位病人平均每天要接受178项护理操作，如服药和吸除肺部积液等，而且每项操作都有风险。令人惊讶的是，医护人员操作的错误率只有1%。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每位病人平均每天要承受两次左右的误操作。只有我们不断降低操作的错误率，提高成功率，重症监护才能成功挽救更多病人，但这很难做到。

对于一个昏迷的病人来说，仅仅在床上躺上几天就可能会出问题。


他的肌肉会萎缩，骨质会变得疏松，身上会长出褥疮，血管则开始阻塞。医护人员必须帮助病人活动他那软弱无力的四肢以避免发生挛缩。此外，医护人员还必须给病人皮下注射降低血黏稠度的药物，每过几小时就帮他们翻个身，在给他们擦身和换床单的时候还不能碰掉导管或电线。他们每天要给病人刷两次牙，以防止口腔内繁殖的细菌引发肺炎。如果病人还要使用呼吸机、血液透析机，或者有开放性伤口的话，重症监护的难度就更大了。



威胁无处不在

不妨让我讲述一个病人的故事，大家对重症监护的困难就会有直观的认识了。

这个病人名叫安东尼·德菲利波（Anthony DeFilippo），已经48岁了，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埃弗里特的豪华轿车司机。他因为患有疝气和胆结石而在一家社区医院接受手术。不幸的是，在手术期间，他出现了大出血的危急情况。虽然值班外科医生最终止住了大出血，但他的肝脏受到了严重损伤。在术后的几天里，他的病情不断恶化，社区医院已经没有能力对其进行医治了。于是，我同意他转院，并接手了他的治疗，希望能稳定住他的病情。某个周日凌晨的1∶30，他被送到了我们的重症监护室。他那乱蓬蓬的黑发紧紧贴在被汗水打湿的额头上，他的身体在颤抖，心率高达每分钟114次。因为高烧、休克和供氧不足，他神志不清、语无伦次。


“我要出去！”他大声叫道，“我要出去！”安东尼不断用手撕扯他的衣服、氧气面罩和覆盖在腹部伤口上的敷料。

“安东尼，没事的，”一位护士对他说，“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在医院里。”



安东尼是个大个子，他一把推开护士，翻身就要下床。我们立刻加大了输氧量，把他的手腕绑在床沿上，并试图和他讲道理。他最终精疲力竭，任由我们抽血和注射抗生素。

化验报告显示，他的肝功能衰竭，白细胞数量异常地高，这说明发生了感染。没过多久，我们发现他的肾功能也衰竭了，因为他的尿袋里一滴尿液也没有。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的血压不断下降，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也不再那么吵吵嚷嚷，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意识。他的每一个器官，包括他的大脑都开始衰竭。

我给他的姐姐打电话，并将安东尼的病情告诉了她。她焦急地说：“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我们的确尽了全力。我们给他注射了麻醉剂，一位住院医生将一根呼吸管插入了他的气管，另一位住院医生将各种设备连接上他的身体。她将一根5厘米长的细细针头插入安东尼右手腕的桡动脉，并且用丝线将与针头相连的导管缝在他的皮肤上。随后，她将一根30厘米长的中心静脉置管插入他左侧颈部的颈静脉。当导管缝好后，X射线显示，导管的顶端正好位于它应该在的位置，也就是心脏入口处的腔静脉中。随后，她将另一根稍粗一点的透析导管穿过安东尼的右胸上侧，插入他的锁骨下静脉。

我们将呼吸导管的另一头接上了呼吸机，并将呼吸频率调整到每分钟14次。我们不断调整呼吸机的压力和流速，就像工程师在操控面板前不断调整参数一样，直到安东尼血液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达到我们预先设定的水平为止。


我们通过插入桡动脉的导管来监测他的动脉血压，并不断调整药物使其达到理想水平；还根据插入颈静脉的导管测量静脉压来调整静脉输液，将插入锁骨下静脉导管的另一头插入血液透析机。这个人工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能把他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并将透析后的血液送回病人身体。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细微的调整来控制他的血钾水平以及血液中碳酸氢盐和氯化钠的含量。安东尼就像我们手中可以操控的一台机器一样。



他当然不是一台简单的机器。我们面临的困难就好比仅仅依靠几个简单的仪表和操控装置，就要把一辆从山上飞奔而下的18轮汽车安全开到山脚下。光是维持安东尼的血压就需要几万毫升静脉注射液和一架子的药物。呼吸机的功能已经发挥到了极限。安东尼的体温已经上升到40摄氏度。在与他病情相仿的重症病人中，只有不到5%的人能够走出重症监护室。只要我们稍有闪失，这一点点的生存概率也会荡然无存。

在随后的10天里，情况渐渐好转起来。安东尼的主要问题是手术过程中造成的肝损伤。由于他肝内的胆总管被切开了，所以胆汁不断漏出来。而胆汁具有腐蚀性，它能消化食物中的脂肪，也能把人体内部各种脏器都消化掉。安东尼的身体太虚弱了，经不起修复手术的折腾。所以，一旦他的病情稳定下来，我们就请放射科医生帮忙采取临时性措施。他们在X射线的帮助下，让引流支架穿过腹壁，并将其放入切开的胆总管，这样胆汁就能被引出来。由于病人体内漏出的胆汁太多，他们不得不放置了3个引流支架，一个在胆总管里，两个在胆总管周围。胆汁被排出后，安东尼的烧退了。他的输氧量和补液量都下降了，血压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他渐渐开始恢复。但到第11天，就在我们准备把机械式呼吸机撤掉的时候，安东尼的体温骤然升高，血压骤降，血氧水平也再次大幅下降。他的皮肤上都是汗水，身体却在不断地打冷战。

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我们怀疑发生了感染，但X射线检查和CT扫描都找不出感染源在什么地方。即使我们给安东尼使用了4种抗生素，但他还是高烧不退，最终导致其心脏发生了纤维性震颤。蓝色警报启动了。一大群医护人员闻讯赶来，对其实施电击除颤。这一举措奏效了，他的心跳又恢复到了正常的频率。又过了两天时间，我们才找出问题的原因。我们怀疑接入安东尼体内的某根导管被感染了，所以为他换上了新导管，并将撤下的导管送到实验室进行培养。48小时后，结果出来了，所有导管都发生了感染。很可能是一根导管在接入时被污染了，随后感染通过安东尼的血液蔓延到其他导管。就这样，所有导管都成了毒源，不断地将大量细菌引入安东尼体内，使他高烧不退，病情恶化。

这就是重症监护室里的现实，我们能拯救病人的生命，也同样能威胁他们的生命。中心静脉置管感染非常普遍，我们也将其视为一种常见的并发症。

在全美各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医护人员每年要为病人插入500万根静脉置管。美国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显示，静脉置管插入10天后，就会有4%发生感染。在美国，每年有8万人发生此类感染，死亡率达5%～28%。感染威胁性的大小取决于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那些挺过去的病人平均要在重症监护室里多待一周时间。但这里的威胁还远不止这些。在美国，插入导尿管10天的重症监护病人有4%会发生膀胱感染，而接入呼吸机10天的病人有6%会发生细菌性肺炎，死亡率高达40%～45%。总而言之，有将近一半的重症监护病人会发生严重并发症。此类情况一旦发生，他们的存活率将大幅降低。


又过了一周时间，安东尼才从感染中恢复过来，我们这才把呼吸机撤掉。但他还要耐心等上两个月才能出院。安东尼的身体在出院后依然非常虚弱，这让他失去了工作和家庭，他也不得不搬到姐姐那里生活。我们为他插入的胆汁引流管依然在他的腹部上挂着。当安东尼恢复元气后，我们会对他实施手术，帮他重建胆总管。但不管怎样，他顽强地活了下来，而大多数病情和他一样严重的病人最终都没能挺过来。



超级专家也会犯错

这就是现代医疗面临的主要困惑：为了挽救垂死的病人，我们要掌握正确的知识，并确保每天对病人实施的178项治疗措施都不出错。请注意，在治疗过程中你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比如一些监视器的警报会莫名其妙地响起，临床的病人可能会吵吵闹闹，还会有护士把头探过来问你是否可以帮把手，把病人的胸部打开。这些都会让原本已经非常复杂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即便是进行分工都未必能应付得过来。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现代医疗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分工再分工，让每个人的专业领域变得越来越窄。在我讲述安东尼的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是我在无时无刻地照料他，是我在进行各类繁杂的操作。不，这些其实是由重症监护医师做的。作为一名普外科医生，我希望自己能够应付大多数临床状况。但是重症监护的繁杂和细致让我不得不把工作交给专科护理专家。在过去的10年里，欧美的大多数主要城市都开设了有关特殊护理的培训课程。在如今的美国医院里，有一半重症监护室要依靠这些专科护理专家。


专业分工是现代医学的金科玉律。在20世纪初，只需要在高中毕业后读一年医学专业就可以行医了。而到了20世纪末，只要你想当医生，无论是在儿科、外科，还是在神经科单独执业，都必须完成4年的医学本科学习，然后还要接受3～7年的住院医生培训。不过，这些准备似乎已经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医疗了。现如今，大多数年轻医生在结束住院医生培训后还要接受1～3年的专业进修培训，如有关腹腔镜手术、小儿代谢疾病诊治、乳腺癌放射学或重症监护等的培训。今天的年轻医生往往已经不再年轻。一般来说，他们要到34～35岁才能开始独立执业。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超级专家主导的时代。医生们在各自的狭小领域内不断磨炼自己的技艺，直到自己在这个领域比其他人干得更好。与一般专家相比，超级专家有两大优势：他们知道更多重要的细节，而且还学会了如何掌控特定工作的复杂性。但无论是在医疗行业，还是在其他领域中，一些工作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即便是最能干的超级专家也难免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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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哪个领域的分工细化程度能够比得上外科手术了。我们可以把手术室看作操作极为频繁的重症监护室。在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只负责消除病人的疼痛和稳定他们的体征。但麻醉医生还要进一步分为小儿麻醉医生、心脏麻醉医生、产科麻醉医生、神经手术麻醉医生等。相似的，“手术室护士”这一称谓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他们的专业也要进一步细分。

外科医生当然也要顺应潮流，其专业细分程度近乎到了荒唐的地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以后会有左耳外科专业和右耳外科专业。虽然我们是在开玩笑，但谁也保不准以后外科医生不会有左耳和右耳之分。


我是一名普外科医生，但是现在除了在非常偏远的农村地区，你根本找不到什么外科手术都能做的医生。于是，我决定将我的专业聚焦在肿瘤外科手术上，但这个目标还是太大。所以，虽然我已经尽全力掌握各种普外科手术技术，特别是与急救相关的技术，但我还是不得不把目标集中在内分泌腺肿瘤切除手术上。



近几十年，专业分工细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为外科手术的飞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前，即便是小手术的死亡率都高达两位数，而且病人往往恢复得很慢，常常会留下残疾。但在今天，实施当日出院的手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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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今的手术数量也在迅猛增长。一个美国人在一生中平均要接受7次手术，而美国的外科医生一年要做5 000万台手术。所以，手术伤害的绝对数量依然居高不下。在美国，每年有15万人没能走下手术台，而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只有这一数字的1/3。不仅如此，许多研究都显示，至少有一半致死病例和严重并发症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并不无知，但无论我们进行多么细致的专业分工，无论接受数量多么巨大的培训，一些关键的步骤还是会被忽略，一些错误还是无法避免。

成功和失败并存的现代医疗向我们发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专业分工都不足以解决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如果超级专家都会失败，我们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渐渐地，我们看到了问题的答案，但它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一个和医疗完全没有关系的领域。


第2章
“关键点”比“大而全”更重要
系统要素的重塑

●　一张小小的清单，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原本经常发生的中心静脉置管感染比例从11%下降到了0 ；15个月后，更避免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为医院节省了200万美元的成本。

●　清单从来都不是大而全的操作手册，而是理性选择后的思维工具。抓取关键，不仅是基准绩效的保证，更是高绩效的保证。

坠落的“飞行堡垒”

1935年10月30日，在俄亥俄州代顿的莱特机场（Wright Air Field）举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比赛。比赛的主办方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也就是美国空军的前身，而参赛选手则是两大公司研制的下一代远程轰炸机。比赛的结果本不该有什么悬念，因为在第一阶段评估中，波音公司研制的299型铝合金机身轰炸机遥遥领先，把马丁与道格拉斯公司（Martin and Douglas）研制的飞机远远地甩在后面。波音机的载弹量是军方招标要求的5倍，而飞行速度几乎是早先轰炸机的两倍。一位看过299型轰炸机试飞的西雅图新闻记者将其称为“飞行堡垒”，后来人们就一直这么称呼它。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菲利普·梅林格（Phillip Meilinger）说这场比赛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军方至少准备向波音订购65架新型轰炸机。


一群高级军官和公司高管目送299型轰炸机滑向跑道。这架飞机的机身外表非常光滑，外形非常抢眼，它的翼展有31米，机翼下吊挂了4台发动机，而以前的轰炸机往往只配备两台发动机。只见试验机呼啸着冲向跑道的尽头，略一抬头便腾空而起，以大仰角迅速爬升至近100米的高度。但突然之间，飞机就像一个醉汉一样倒向一侧，随即失速坠地，发生了巨大的爆炸。5人机组中有两人不幸遇难，其中就包括试飞员普洛耶尔·希尔少校（Major Ployer P. Hill）。



调查结果显示，这起事故并不是机械故障引起的，而是因为人为失误造成的。这架飞机比以往的飞机复杂许多，飞行员要照顾4台发动机，而且每台发动机的燃油混合比都有所不同。此外，飞行员还要操控起落架、襟翼、电动配平调整片（让飞机在不同速度下飞行时保持稳定的装置）和恒速液压变距螺旋桨等。由于忙于各种操作，希尔少校忘记了一项简单却很重要的工作。研发人员为飞机设计了一套全新的控制面锁定机制，但希尔在起飞前忘记对升降舵和方向舵实施解锁了。当地的报纸认为波音的新飞机“太过复杂，以致无法单人操控”。最后，军方不得不选择马丁与道格拉斯公司设计的较小的轰炸机。波音公司几乎因此而破产。

不过，军方购买了几架波音机作为测试机。一些专家依然坚信这一型号的飞机是可以操控的，所以，一群试飞员聚到一起出谋划策。

他们决定不做的事情和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一样有趣。他们并没有要求驾驶299型轰炸机的飞行员接受更长时间的培训，因为希尔少校的经验和技术已经是超一流的了，他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的首席试飞员。这些专家想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那就是编制一份飞行员检查清单。这张清单的诞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航空业取得了多么惊人的发展。虽然驾驶早期的飞机起飞也会让人感到紧张，但这毕竟不算难。在那个时候，使用清单开飞机就好比看着使用手册把汽车倒出车库一样荒唐可笑。但是，新飞机的操控复杂程度大幅提升，任何一个飞行员，无论他的记忆力有多好，飞行技术有多么高超，都不能保证自己可以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准确无误地完成所有操作。

在编制清单的时候，试飞员尽量做到简明扼要，他们把起飞、巡航、着陆和滑行各阶段的重要步骤浓缩在一张索引卡片上。卡片上列出的事项飞行员都知道该怎么操作，他们会根据清单的提示检查刹车是否松开，飞行仪表是否准确设定，机舱门窗是否完全关闭，还有升降舵等控制面是否已经解锁。这些事情对飞行员来说真的都是一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操作了，你可能会因此而质疑清单的有效性，但让我们看看清单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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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取“关键”要素与“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和当年的试飞员一样，现在很多领域的专家，如软件设计师、财务经理、消防员、警官、律师，还有医生等，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单凭记忆他们很难万无一失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现在很多领域已经成了不能由单人操作的“飞行堡垒”。

但是，人们还是很难相信像清单这么简单的东西真的会有用。人们承认自己在工作中会大意，会犯一些低级错误，甚至是毁灭性的低级错误。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太复杂了，根本无法将其缩减到一张卡片上。


比如，现在疾病的种类有很多，远远超过了飞机的种类。一项对宾夕法尼亚州41 000名创伤病人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光是对这些创伤病人，医生就做出了1 224种不同的诊断。这些诊断的组合有32 261种之多，这就好比有32 261种不同类型的飞机要降落。为每种飞机在各种条件下的降落过程编写正确的程序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医生们对于一张小小的清单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从心底里表示怀疑。



即便如此，医生们也并非完全不采纳与清单相似的做法。比如，每家医院都会跟踪记录病人的4项重要体征，分别是体温、心率、血压和呼吸频率。这些数据能够让医护人员对病人的健康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我们很清楚，这4种数据少了哪一个都会出状况。比如，某位病人的3项指标都非常正常，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你都认为他可以出院了，但第四项指标可能显示这名病人正在发烧，或者血压偏低，或者心跳过速，忽视任何一个信号都可能会危及病人的生命。

在20世纪初，水银体温计开始广泛使用，而俄罗斯医生尼科拉·科罗托科夫（Nicolai Korotkoff）发明了通过使用充气袖套和听诊器来测量血压的方法。从那时起，医生就掌握了测量重要体征所需的方法。虽然与单独使用某种测量方法相比，测量4项体征数据更有利于医生准确掌握病人的病情，但是医生并没有做到定期记录。

在复杂的环境中，专家们要应对两大困难。第一种困难是人类记忆和注意力的谬误。在重压之下，人们特别容易忽视一些单调的例行事项。比如当一个病人呕吐不止，而他的家人不停地向你询问病情时，你很容易忘记为病人测量脉搏。对于被工程师称为“或全或无”的过程来说，记忆错误和注意力不集中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是去食品店买做蛋糕的原料，还是为飞机起飞做准备，或是在医院里诊断病人的病情，错过任何一条重要信息都会让你付出的努力彻底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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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二种困难一样不可小觑，那就是人们会麻痹大意，会故意跳过一些明明记得的步骤。毕竟，在很多复杂的过程中，某些步骤并不总是那么重要。飞机的升降舵一般来说总是处于解锁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其进行检查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但就及时跟踪病人的4项体征而言，或许这种做法只能在50个病人中发现一次险情。人们会一直说“以前从来就没出过这类问题”，直到真的发生了严重后果为止。

清单似乎能帮助我们防范此类错误。它们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些必要的步骤，并让操作者明白该干什么。这不仅是一种检查方法，而且还是一种保障高水平绩效的纪律。这种方法对定期记录病人体征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医生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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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60年代，对4项重要体征（体温、心率、血压和呼吸频率）进行例行记录才在西方医院里成为操作规范。而想出这个主意的是护士。他们自己编制了用来进行记录的表格，这无异于创造出一种清单。护士每天要为病人提供很多服务，如帮他们服药，为其伤口进行包扎换药，解决各种问题等。而体征记录表能确保他们每6小时，或在必要的时刻测量病人的心率、血压、体温和呼吸频率，并对其整体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在大多数医院里，护士又增加了一个记录科目，那就是疼痛，病人要在一个10级量表上对自己的疼痛感打分。护士们还进行了其他几项革新，他们设计了给药时间表和简要护理计划表。虽然没有人将这些表格称为清单，但它们实际上就是清单。

虽然护士们非常欢迎这些革新，但是医生们对相似举措却并不热衷。他们认为：表格和清单是护士把弄的玩意儿，这些都是些无聊的东西，接受更多专业训练的医生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让清单变成理性的选择

不过，在2001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一位名叫彼得·普罗诺弗斯特（Peter Pronovost）的重症监护专家决定试验一种为医生准备的清单。他并没有把重症监护团队在一天中所要进行的所有操作都写进这张清单，而只是在数百种操作中挑选了一种进行试验，那就是防止中心静脉置管感染。正是这种感染差点夺去安东尼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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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诺弗斯特把防止插入中心静脉置管引发感染的步骤写在一张纸上，这些步骤分别是：（1）用消毒皂洗手消毒；（2）用氯己定消毒液对病人的皮肤进行消毒；（3）给病人的整个身体盖上无菌手术单；（4）戴上医用帽、医用口罩、无菌手套并穿上手术服；（5）待导管插入后在插入点贴上消毒纱布。

检查，检查，再检查。这些步骤并非什么难事，医学院这些年来一直就是这么教学生的。所以，给这些简单步骤编写清单听起来似乎没有必要，甚至还有点傻。不过，普罗诺弗斯特还是要求自己重症监护室里的护士对医生插入中心静脉置管的操作观察一个月时间，并记录他们实施上述步骤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1/3以上的操作不够规范，医生至少跳过了一个步骤。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普罗诺弗斯特和他的团队劝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管理层，授权护士在发现医生跳过清单上所列步骤的时候叫停操作。此外，护士每天还要询问医生是否有留置管需要移除以减少导管接入时间，避免不必要的感染。这些举措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虽然护士总是有办法提醒医生做正确的事情，他们会委婉地提醒医生，如“医生，你是不是忘记戴口罩了”；有时也会采取强力手段，一个护士用身体挡在我面前，因为她觉得我在病人身上盖的无菌手术单不够多，但很多护士还是不清楚自己该不该和医生对峙，也不清楚一些问题是否值得说出来，比如导管是插入病人胸部的，那么在他的腿上覆盖无菌手术单有必要吗？但是新规定说得很明确：如果医生不按照清单上列出的步骤操作，护士就能对其进行干预，这是管理层赋予护士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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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诺弗斯特开始动员更多同事参加试验，他们还测试了其他几种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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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仅仅是要求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为日常操作编写清单，就能显著提高他们的绩效水平，并能让病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停留时间减少一半。

普罗诺弗斯特发现，除了上述效果之外，医院里的清单也可以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它们帮助我们记忆关键步骤，并且清晰地列出了操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步骤。普罗诺弗斯特惊奇地发现，即便是一些经验丰富的医务工作者也会忘记某些预防措施的重要性。在引入呼吸机检查清单之前对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大量科学证据显示，给接入呼吸机的病人服用抗胃酸药物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是有一半数量的医护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普罗诺弗斯特发现，清单为基准绩效建立了更高的标准。

不过，这个法子看起来非常原始，非常不起眼。普罗诺弗斯特总是被同事们称为“聪明绝顶”、“灵感泉涌”的“天才”，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获得了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所接受的专业训练包括急诊治疗、麻醉学和重症监护。但清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难道真的要接受那么多高等教育才能想到运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吗？或许，还真的需要。

虽然普罗诺弗斯特的初步试验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确实把这一举措当回事儿的人寥寥无几。他到美国各地进行推广，任何一个有助于该清单推广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其中包括医生、护士、保险商，还有医院管理层。他平均每个月要跑7个城市，但鲜有采纳这一做法的人。

人们拒绝使用清单的理由有很多。一些医生觉得这一建议冒犯了他们的尊严，其他人则对普罗诺弗斯特的试验结果提出了合理的质疑。因为，他只说明清单在一家医院获得了成功，这家医院就是他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要知道，这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员保障，而且普罗诺弗斯特一直在监督清单的正确实施。但在现实世界中，清单依然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吗？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往往人手不足，他们时间紧迫，压力重重，已经有很多烦人的表格要填写了，而现在你又要让他们填写一张清单，这实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在2003年，密歇根医疗与医院协会（Michigan Health and Hospital Association）与普罗诺弗斯特取得了联系，他们希望能够在密歇根州各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试验他发明的中心静脉置管检查清单。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试验，普罗诺弗斯特终于找到了验证清单是否能够在更多医院奏效的机会。

密歇根州在全州范围内试验清单几年之后，我来到了底特律一家名叫西奈–格雷斯的医院（Sinai-Grace Hospital）。在那里，我切身体会到了普罗诺弗斯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这是一家典型的城镇医院，位于底特律西区八英里路（Eight Mile Road）的南侧。医院由一群红色砖房构成，周围有许多废弃的房屋、支票兑换店和假发店。当我访问那里的时候，这家医院有800名医生、700名护士和其他2 000名医务工作者，而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全美收入最低的人群。底特律有超过25万居民没有医疗保险，有30万人接受密歇根州的医疗援助。这意味着医院面临着长期的财务问题。不过，底特律资金最紧张的医院并不是西奈–格雷斯医院，而是底特律收容医院（Detroit ReceivingHospital）。在这家医院收治的病人中，有1/5以上的人无力支付医药费。在2000—2003年间，西奈–格雷斯医院和其他8家底特律医院被迫裁掉了1/3的员工，州政府费尽周折凑了5 000万美元才避免这些医院破产。



西奈–格雷斯医院有5个成人重症监护室和一个婴儿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主任哈桑·麦基（Hassan Makki）向我介绍了2004年普罗诺弗斯特和医疗与医院协会刚刚开始推广清单时医院的情况。他说：“员工士气低落，很多护士离职了，即便留下来的护士也不确定自己以后会不会走。”很多医生也在考虑要不要跳槽。与此同时，大家的工作压力却有增无减，因为新的规定严格限制了住院医生连续工作的时间。而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普罗诺弗斯特却给医护人员增加工作负担，要他们抽时间填写日常检查清单。

汤姆·皮斯克罗斯基（Tom Piskorowski）是一位重症监护室医生，他当时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把文案工作忘掉吧，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病人。”

我早上7点钟跟随医疗团队来到一个重症监护室，那里有11个病人。其中4人被枪械击伤：一人胸部中弹，一人的肠子、肾脏和肝脏被打穿，还有两人颈部中弹，因此四肢瘫痪；有5位病人脑出血：3位病人的年龄超过79岁，他们下楼的时候因不慎跌倒而引起脑出血，一位中年男子的颅骨和左侧颞叶被歹徒用钝器击伤，还有一位工人从8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头部着地，自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一位癌症患者刚刚做完肺叶部分切除手术；还有一名病人刚刚做完颅内动脉瘤切除手术。

值班的医护人员希望能够挨个顺利地完成各项操作，但总有事情不停地打断他们：一位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下来的病人又开始大出血；一位刚刚拔掉呼吸导管的病人呼吸困难，医护人员不得不为他重新接上呼吸机。此类紧急状况总是不断发生，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抽出时间来考虑填写什么清单。

但我发现他们真的做到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护士。每天早上，一位手里拿着写字板的高级护士会查房，她会检查每个接入呼吸机的病人其病床床头抬起的角度是否正确，确认每个病人是否服用了正确的药物、接受了正确的检查。每当医生要为病人插入中心静脉置管的时候，护士会根据清单进行检查，在填写完清单后将其放入病人的记录档案内。我还查阅了医院的档案，结果发现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里，他们一直认真地实施这一举措。



普罗诺弗斯特是个精明的人。在清单推广初期，他并没有要求医院管理层立刻使用中心静脉置管清单，而是请他们收集医院中心静脉置管感染率的相关数据。他们发现，在2004年年初，密歇根州各个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感染率高于美国平均水平，有些医院的感染率高得出奇。西奈－格雷斯医院的感染率高于美国75%的医院。与此同时，密歇根州的蓝十字蓝盾协会（Blue Cross Blue Shield）同意为每家参与普罗诺弗斯特推广计划的医院颁发一小笔奖金。突然之间，试验清单变成了理性的选择。

于是，“基石行动”（Keystone Initiative）开始了。每家参与行动的医院要委任一名项目经理专门负责清单的推广，这位负责人每两个月还要和普罗诺弗斯特碰一次头，共同商讨如何解决项目开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普罗诺弗斯特还坚持要求每家医院指派一名高层领导分管这项工作，并要求其每月至少下基层一次，倾听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协助项目经理解决问题。

医院高管有些不情愿。办公室和会议室是他们的主战场，他们关心的是医院的战略问题和财务问题，而不是冒险到病区和大家打交道，那不是他们想要去的地方。虽然一些医院的高层在下基层的时候碰了钉子，但事实说明，他们的参与对于项目的推广至关重要。


在行动开始的第一个月里，管理层发现能够有效减少导管感染的氯己定消毒皂配备不足，只有不到1/3的重症监护室配备了这种消毒皂。此类问题只有医院管理层才能解决。结果在数周时间里，密歇根州的每一个重症监护室都配备了氯己定消毒皂。医护人员还向管理层反映，虽然清单要求医生在为病人插入中心静脉置管时要给病人全身覆盖无菌手术单，但全尺寸的手术单不是非常易得，管理层随即增加了此型手术单的订购量。他们还说服中心静脉置管的最大生产商之一箭牌国际公司（Arrow International）设计生产全新的导管套件，这种新套件将无菌手术单和氯己定消毒皂也包括在内。



2006年12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刊登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发表了基石行动所获得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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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行动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延续了好几年，这都要归功于一张看似愚蠢的清单。

抓住关键，就抓住了一线生机

不过，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一成功只是个例。预防中心静脉置管感染的举措可能非常特殊，毕竟这一清单并不能防止其他各种因插入导管而引发的并发症。如果针头插入过深会引发气胸，如果针头扎破血管又会引发出血。普罗诺弗斯特的清单只能预防感染。没错，在这个例子中，医生的确会忘记一些最基本的步骤，如洗手、戴无菌手套并穿上手术服等。对于此类失误，清单的确非常有效，但医生进行的其他各种操作是否还具有这种特点就很难说了。

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在得知普罗诺弗斯特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我咨询了马库斯·塔尔曼（Markus Thalmann），他就是撰写那篇溺水女孩奇迹生还论文的心外科医生。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一系列复杂操作不是发生在一家先进的大型医学研究中心里，而是在一家普通的社区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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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医院位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一个名叫克拉根福（Klagenfurt）的小镇，离女孩溺水的地点很近。我让塔尔曼告诉我如何才能确保正确地实施那么多复杂的操作。

塔尔曼说，那个女孩被送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6年了。这不是第一个被送来时就已经体温过低而且窒息的病人，他们医院每年都会接收3～5名这样的病人，大多数人几乎已经进了鬼门关，其中有一些不幸溺水，还有一些则服药自杀，结果晃晃悠悠倒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天雪地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救活病人。大多数病人在被发现时心跳和呼吸已经停止很长时间了。尽管如此，塔尔曼还是觉得一些病人仍然有一线生机，但他和同事还是没能抓住。

他认真研究了所有病历，发现准备工作是最大的困难。要想挽救病人的生命，就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让许多医护人员就位，并且准备好一堆设备。医疗团队中必须有创伤外科医生、心脏麻醉医生、体外循环灌注师、手术和重症监护护士以及重症监护医师，但总是有人或设备不能及时就位。

他试图使用常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对每个人大喊大叫，试图让他们加快行动速度，但还是没有病人能够生还。于是，他和一些同事决定尝试一些新方法。最终，他们编写出了一份清单。

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急救队和医院接线员的权力级别最低，但塔尔曼却把清单交给了他们，并为他们详细介绍各个环节。就拿挽救落水女孩的这个例子来说，急救队按照清单通知医院准备好人工心肺机和复温操作。只要有可能，急救队会在到达医院之前发出通知，准备时间非常紧张，但准备是否充分对病人能否生还至关重要。随后，医院的接线员会列出需要通知的医护人员名单，并通知他们尽快做好各种准备。

清单投入使用后，塔尔曼及其同事第一次成功挽救了这类危重病人，她就是那个3岁的小女孩。此后不久，塔尔曼去了维也纳的一家医院供职，而他原来的同事又成功挽救了至少两个危重病人的生命。其中一个病人试图自杀，被发现时已经冻僵了。而另一个病人是一个16岁大的女孩，她的母亲不慎把车开下悬崖，坠入冰冷的河水之中。母亲当场身亡，而女孩来不及爬出车外就随着汽车沉入水底。当急救人员到达时，她的呼吸和心跳已经停止很久了。

但当女孩被救出后，一切救援步骤都有序进行。当急救人员开始为女孩进行心肺复苏时，医院已经得到了通知。几分钟后，女孩被送到医院。外科团队把她直接送到了手术室，并迅速为其接上了人工心肺机。就这样，一步接一步依次进行。由于抢救及时，女孩有了生还的希望。

当女孩的体温逐渐回升时，她的心脏恢复了跳动。在重症监护室里，呼吸机、补液和静脉药物注射帮助她渐渐恢复。第二天，医生就把各种导管拔掉了。再过一天，女孩就能坐起来，可以出院了。


第3章
团队犯错的概率比单个人要小
智慧的差别

●　美国每年发生的严重建筑事故只有20起，这意味着建筑行业每年的可避免严重事故发生率不到0.002%。面对复杂的摩天建筑，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　团队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再是单枪匹马，不再听命于唯我独尊的大师，而是依靠团队的智慧。一个人免不了会犯错，一群人犯错的可能性会变得小一些。

当简单的个人“强制函数”不再奏效时

自从清单诞生以来，已经为4代人所使用。它们的使用范围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广得多，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人也能使用它们来避免失误。清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知防护网，能够抓住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认知缺陷，如记忆不完整或注意力不集中。正是由于清单的强大功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意料之外的惊喜。

但没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清单也不例外。所以在使用它们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在哪些情况下它们能够帮助我们，而在哪些情况下它们没有什么用处。

美国约克大学的布伦达·齐默曼（Brenda Zimmerman）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肖洛姆·格鲁伯曼（Sholom Glouberman）是两位专门研究复杂性科学的教授。他们提出了一种理论，将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三类：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和极端复杂的问题。

简单问题是那些具有明确解决方法的问题。如用特定配料烘焙蛋糕。对于这类问题，可能需要学习一些基本技巧，但是一旦掌握了这些技能，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

复杂问题类似于把火箭发射到月球上这类问题。虽然有时候你可以将其分解为一系列简单问题，但是却无法找到直接的解决方案。一般来说，这类问题需要掌握不同专业技能的人组成团队，通力合作才能成功解决。时机和协调成了成功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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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复杂的问题类似于抚养子女这类问题。一旦成功地将火箭发射到了月球上，那么在发射其他火箭的时候就能重复和完善这一过程。毕竟，火箭就是火箭，它们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抚养子女就不同了，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成功抚养一个孩子能让你积累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抚养下一个孩子的时候也能成功。虽然专业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却不是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抚养不同孩子的方法可能截然不同。这体现出极端复杂问题的另一大特性：结果的不确定性非常大。虽然我们知道有可能成功抚养孩子，但是这一过程极其复杂。

虽然很多问题看似非常不同，但它们本质上非常相似。1935年，试飞员要想办法避免飞机坠毁；2003年，医护人员要想办法避免中心静脉置管感染；而在不久之前，医生挽救了一个3岁溺水女孩的生命。影响这些问题的因素虽然非常不同，但它们的核心都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集中注意力。


对第一个问题来说，飞行员需要集中注意力给飞行控制面解锁；对第二个问题来说，医护人员需要集中注意力保持无菌状态；而对第三个问题来说，外科小组需要集中注意力准备为女孩接上人工心肺机。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使用被工程师称做“强制函数”的方法，即用相对简单而直接的方法来迫使必要行为的发生，如使用清单来塑造行为。

从事不同工作的人都被大量简单问题所包围。医生可能会在为病人插入中心静脉置管时忘记戴口罩，而在病人出现心跳停止时忘记这可能是由血钾水平过高引起的。而律师在为逃税嫌疑犯辩护时可能会忘记重要的辩护策略，或者记不清递交各种法律文案的截止日期。当然，警察在工作中同样会犯低级错误，比如在让目击者指证罪犯时忘记告诉证人罪犯可能不在队列之中，或者让知道嫌疑犯是谁的人员出现在指认现场。而清单能够防止此类低级错误的出现。

但是，人们所做的大多数重要工作没有那么简单。要知道，插入中心静脉置管只是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每天所要进行的178项操作中的一种，他们的工作极端复杂。我们真的能够为每种工作都编制出清单，并在工作中按部就班地使用吗？这种想法是不是太不切实际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简单明了的方法来照料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我们需要不同专业的专家在不同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完成不同的任务，这么复杂的任务很难用简单的“强制函数”加以控制。

而且人和火箭可不一样，他们的差异非常大。没有两个肺炎患者是完全相同的。即使他们被相同的细菌感染，即使他们都咳嗽、气短、缺氧，即使医生让他们服用了相同的抗生素，但两个人的恢复情况还是可能会相差甚远。医生必须处置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而清单很难在事前就准备好相关的处置程序，因为这些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医疗过程包含了所有三大类问题，其中既有简单问题，也有复杂问题和极端复杂问题。医生常常要随机应变，打破现有程序的条条框框，从病人的具体病情出发，为其着想。

对于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久。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弄明白什么时候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什么时候应该严格遵守既定规程，这个问题对于其他各种艰巨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当然要把简单的事情做好，不要犯低级错误，但也要为随机应变和主观判断留出足够的空间。清单对于简单问题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复杂的和极端复杂的问题，它们是否同样有效呢？

我碰巧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抛弃大师和单枪匹马的系统


[image: ]


那是2007年1月的一个早上，天气十分晴朗，我开车去医院上班。停好车后，我沿着一条便道走向医院的大门。这时，我注意到旁边有一幢正在建造的大楼，那是我们的新医疗中心。大楼的外立面当时还没有建好，只能看到一个由大型钢梁撑起来的骨架。但是整个建筑已经有11层楼高了，占据了整个街区，就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冒出来似的。我驻足抬头仰望，只见在4层楼的钢梁上有一个建筑工人正在焊接一个焊点。这时，我忍不住心想：这个工人和他的工友怎么知道自己在建造大楼的时候没有犯错呢？他们怎么能确保大楼不会倒塌呢？


这幢建筑不是很大。建好以后，它能为我们医院提供150个单人病房和16个超级先进的手术室。除此以外，这幢大楼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可以和你打赌，在美国过去一年里新建的大楼中，至少有几十座比它规模更大。

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一项轻松的工程。后来，医院的不动产经理告诉我，这幢建筑的总面积达到3.3万平方米，地上11层，地下还有3层，总造价高达3.6亿美元，需要消耗3 885吨钢铁、1万米钢筋混凝土管，共配备19台通风系统、16部电梯、1个冷却塔和一个备用发电机。在建造过程中，建筑工人要挖出7.6万立方米土石，铺设19.5公里长的铜管、75公里长的排水管和153公里长的电线，这一长度足以到达缅因州。



我暗自祈祷，它可千万不能倒下来。

要知道，这么高的大楼就算是碰到了地震也不能倒。我很好奇，建筑工人凭什么确定一切都万无一失呢？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首先，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其次，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正确运用了这些知识？要解决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可不容易。在设计大楼的时候，专家必须考虑各种因素，如当地土壤的成分、单个结构的理想高度、可用材料的强度以及建筑的几何外形等。把计划变成现实同样是困难重重，专家们必须确保各种工匠和机械依次正确完成各个步骤。此外，他们还要随机应变，处理那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变化。但是，这些建设者显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已经在全世界建造了几百万座大楼。虽然近几十年来建筑工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困难并不能阻止他们获得更多成功。而且，和医生、教师以及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一样，一线建筑工人也进行了细致的分工，他们有的专门负责打桩，有的则专门负责给重症监护室布线。

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问，我决定拜访乔·塞尔维亚（Joe Salvia）。乔·塞尔维亚是负责我们新大楼建设的结构工程师，我想让他告诉我建筑行业是怎么完成如此复杂的工程的。事实证明我找对了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波士顿大多数主要的医院建筑都是由他创办的麦克纳马拉／塞尔维亚公司（McNamara／Salvia）负责设计结构工程的，波士顿的很多宾馆、办公楼和公寓楼也是他们负责建造的。他们还重建了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的主场芬威球场（Fenway Park），该球场设有36 000个座位。这一项目重建的还包括球场具有标志性的、被称为“绿怪兽”（Green Monster）的左野墙，这堵墙高达11.3米，让球手很难在左野打出本垒打。塞尔维亚公司最在行的就是对大型而复杂的摩天大楼进行结构工程设计。



该公司设计的最高的大楼是迈阿密一幢高达80层的摩天大楼。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他们负责一家购物中心的结构设计，这个建筑的用钢量创造了东海岸之最（总共使用了2.4万吨钢）。他们还参与了一个大型项目，这个项目可能算得上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娱乐建筑群了，这就是位于新泽西州东卢瑟福的草原地蓬莱仙岛（Meadowlands Xanadu）。这一建筑群包括纽约巨人队（New York Giants）和纽约喷气机队（New York Jets）的体育场，还包括一座设有3 000个座位的音乐厅、全美最大的多放映厅影院，以及美国第一家室内滑雪场冰雪公园（Snow Park）。在过去几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这家公司的工程师每年要完成50～60个项目，平均每周就要完成一幢新楼的结构设计和建造，而其中没有一幢出现过任何可能要倒塌的迹象。

在塞尔维亚位于波士顿市中心的办公室里，我问他如何确保他们的设计和施工是准确无误的。乔·塞尔维亚61岁，头发几乎都掉光了，说话的时候一口浓重的波士顿口音，他性格随和，不会让你感到紧张，一点也不像我印象中的工程师。塞尔维亚告诉我，他设计的第一个项目是一家小型购物广场的屋顶。


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毕业，是一个来自美国剑桥的23岁小伙子。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可不是哈佛教授们居住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个维修工，母亲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当工人。不过塞尔维亚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他成了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去了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就读医学专业，但一堂有机化学课改变了他的人生。



塞尔维亚告诉我：“有一次老师说：‘你们要记住这些公式。’我回应说：‘既然可以在书里找到这些公式，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记住它们呢？’老师说：‘你想当医生吗？如果想的话就必须记住这些，医科学生要记住一切。’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很荒唐。而且我也不擅长记忆，于是我转系了。”

但是他非常善于解决复杂问题。他试图向我解释如何心算二次方程的解，但我脑子里盘旋的却是以前从来没有听别人用波士顿口音说过“二次方程”这几个字。他说：“我还非常喜欢创造。”所以，他从医学院转到了工程学院。工程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务实的学问，他非常热爱这个专业。他学习了静力学和动力学，还学习了钢铁、混凝土和土壤的化学物理特性。

刚刚拿到学士学位的塞尔维亚加盟了一家名为萨姆纳·沙恩（Sumner Shane）的建筑工程公司。这家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建造购物中心，他们刚刚在得克萨斯接到了一单生意，塞尔维亚负责屋顶系统的设计。他发现教科书教给他许多关于如何建造牢固屋顶的知识，而且详细的建筑施工法规也为他提供了许多信息。

塞尔维亚说：“我在大学里就学过如何使用钢结构，也就是用钢柱和钢梁来进行设计。”当地的建筑法规列出了很多具体规定，如钢的强度、土壤的组成、建筑的积雪承压能力、抗风压能力和抗地震能力等。他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要求来设计新购物中心的具体细节，如建筑的大小、层数以及仓库和装卸平台的位置。塞尔维亚边说边在纸上描绘他的设计，他先画了一个长方形，然后画出了墙壁、出入口和过道，购物中心的样子渐渐浮现在纸上。

“你要画出可以承受屋顶重量的支撑点网格，”塞尔维亚边说边在可以安放立柱的地方打上小叉，“剩下的工作就是解方程了，要解出x。”要根据屋顶的面积和厚度算出它的重量，如果打算每隔10米设置一根立柱，那么就要算出每根立柱的直径和承重强度。你必须仔细检查自己的计算以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所有要求。

所有这些知识都是在学校里学的。但是，塞尔维亚也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是他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他说：“你可以做出几何学上的最佳设计方案，但在实践中，这种方案或许并不可行。”比如，你要考虑成本。但他当时设计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设计的屋顶大小和用料增加了项目的成本。当然，设计师还要考虑美学因素，没有客户会希望在楼面的中央矗立着一根立柱。有时候，一些特殊的视线也不允许被阻挡。

塞尔维亚说：“如果工程师说了算的话，那么所有建筑都会是长方形的盒子。”但是每个建筑大小不一，形状也不相同，所以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复杂的，你在教科书里找不到标准化的方程来解决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就拿塞尔维亚创立自己的公司后所负责的一个项目来说吧。


这个项目是由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设计的波士顿地标性建筑，高46层的钢结构塔楼国际广场（International Place）。这个建筑非同寻常，它的外形是圆柱体和长方体的结合，以前不曾有人将这样的形状用于摩天大楼。塞尔维亚解释说，从结构工程的角度来看，圆柱体是有问题的。方形的坚固程度比圆形高出60%，而建筑在风中或在地震中要抵抗得住自身弯曲的倾向。如果用圆柱体的话，难度就会大幅度上升。为了实现约翰逊的美学设计，塞尔维亚和他的团队必须对建造技术和过程进行创新。



塞尔维亚第一次设计的那个屋顶要简单许多，但对当时的他来说，这已经是困难重重了。除了要考虑成本和美学以外，他还要考虑其他系统的设计要求。参与设计工作的还有管路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他们希望铺设管道、电线和设置空调通风系统的地方，可能正是塞尔维亚想要放置立柱的地方。

塞尔维亚说：“建筑就像身体一样。”它有皮肤，有骨架，还有血管系统（管路）、呼吸系统（通风）和神经系统（电线）。所以，如今的建筑项目总共要涉及16大行业。塞尔维亚拿出一份施工计划，这份计划是为他们正在建造的一幢约120米高的摩天大楼编制的。他把计划翻到目录部分指给我看。


每个行业都分管一部分工作，如运输系统（电梯和自动扶梯）、机械系统（供热、通风、管路、空调、防火）、砖石结构、混凝土结构、金属结构、电气系统、门窗、温度和湿度控制系统（包括防水和隔热）、粗木工和精木工、现场管理（挖掘、废水和雨水收集、走道保洁）。其他更加细致的工作还有地毯铺设、内部装饰、景观美化和灭鼠等。



这些工种缺一不可，但是每种工作又要符合大局。此外，各种工作必须互相协调，有序而精确地展开。从表面上来看，建筑工程的复杂性非常之高。为了应对这么高的复杂性，整个行业不得不进行革新。

塞尔维亚告诉我，自中世纪以来，人们如果想建造楼房，就可以去找建造大师。建造大师负责建筑物的外形设计、结构工程设计，并监督整个建造过程，事无巨细，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建造大师们的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圣彼得大教堂和美国国会大厦。但到了20世纪中叶，这个行当彻底终结了，建造大师们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这是因为，建筑过程每个阶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超出了个人能力的极限。

建筑设计和工程设计首先分道扬镳了。然后，每个行当进一步细分，直到一边是分工明确的设计师，而另一边则是具有不同专业技能的工程师。当然，施工过程也进行了细分，比如塔吊承包商和精木工就不熟悉对方的工作。换言之，建筑行业和医疗行业一样，也经历了分工再分工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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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医疗体系还沿用着建造大师时代建立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大师级医生或单枪匹马，或带领一群小跟班主导整个诊治过程。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有1/3的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至少有10个以上的专科医生参与其中，参与的其他医务人员可能就更多了，其中包括护士、药剂师助理，还有义工等。我们适应现实的速度很慢。已经有大量证据显示，对于病人的诊治有很多是重复的、有瑕疵的，或者是没有经过统一协调的。

塞尔维亚解释说，在建筑行业，这种错误是不能容忍的。无论在设计第一个屋顶系统的时候觉得有多么困难，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没有犯错的余地。因为错误意味着很多人要送命，意味着公司要损失大笔金钱。早在20世纪初，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和建筑工人就开始正视建造大师体系不再有效这一现实。所以，他们抛弃了这个体系，并想出新办法来确保工程不会出任何问题。

组织一个井然有序的团队

为了让我对如今的建筑行业有个直观的了解，塞尔维亚带我去他们附近的一个工地进行参观。他们的这项工程是名为“俄罗斯码头”（Russia Wharf）的32层办公楼公寓，建筑总面积达6.5万平方米，占地8 000平方米。

整个建筑群非常壮观。俄罗斯码头原来是用来停靠商船的，这些商船来往于圣彼得堡和波士顿之间，并为波士顿原来的造船业运送铁、粗麻和帆布等原材料。波士顿倾茶事件就发生在这附近，而新建的玻璃幕墙钢结构建筑将矗立在俄罗斯码头的原址之上。大楼内的天井有10层楼高，而且新建筑还将保留原始建筑有着110年历史的新古典立面，使其成为新楼的一部分。

当我们来到工地后，塞尔维亚看了看我的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蓝色休闲西装和黑色平底便鞋，不禁低声轻笑：“在工地，穿合适的鞋子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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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建筑的内部结构很早就拆除干净了，新建筑的钢铁骨架也已经建造了一半，有14层楼那么高。一台塔吊高高在上，比新建筑的现有高度还要高4层。如果你从那里往下看，我们一定像蚂蚁一样小。我跟着塞尔维亚穿过了一些混凝土搅拌车，跨过一些小泥坑，最终进入了约翰·莫里亚蒂建筑公司（John Moriarty and Associates）的一楼现场办公室。这家公司是这个项目的主承包商，那里和我在电影里看到的脏兮兮、破破烂烂的工地办公室一点也不一样，也看不到叼着香烟、冲下属大吼大叫发号施令的工头。我眼前的办公室由6个房间组成，立面的工作人员有很多都穿着工作靴、牛仔裤和安全反光背心。他们有的端坐在办公桌前，盯着眼前的计算机屏幕，有的则聚在会议桌旁，对投影银幕上的报告或方案进行讨论。

他们给了我一顶蓝色的安全帽，然后让我签了一份保单。塞尔维亚把一个名叫芬·奥沙利文（Finn O'Sullivan）的人介绍给我。这个身高一米九的爱尔兰人是这里的项目经理，他面带微笑，说起话来一口浓重的爱尔兰口音，声调抑扬顿挫。他们现在不再使用“工头”这个称谓了。奥沙利文告诉我，他每天都要管理200～500名工人，这些工人分别来自6个不同的分包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所掌握的知识的广度和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艰涩复杂的医学领域。他努力向我解释自己和同事们如何确保所有工人的操作正确无误，确保整个施工过程没有瑕疵。要知道，他们需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而且奥沙利文不可能熟知大多数具体工作的细节。虽然他讲得很认真，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他把我带进主会议室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一幕浮现在我眼前，在大型白色椭圆会议桌周围的墙上，贴着很多砧板大小的清单。

贴在我右手边墙上的是施工日程安排表。我凑近仔细看了看，上面把每天需要完成的各项任务都标注了出来，而且所有工作的顺序和完成时间也一目了然。比如，第15层楼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在当月13日完成，而钢结构在当月14日运输到工地。

这份日程安排表要用好几张纸才能打印完整，而且需要彩打，因为在表上，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含义。比如，用红色标注的是重要步骤，在开始其他工作之前必须完成这一步。每当一项工作完成的时候，监工会向奥沙利文报告，而他会在自己的项目管理程序中给这项工作打上一个钩。奥沙利文每周都会将下一阶段的日程安排打印出来。当然，如果工程进展顺利，他打印日程安排的频率会加快，施工日程安排表实际上就是一张长长的清单。

由于每个建筑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每次都要制订新的清单。在制订清单的过程中，每个行当都会派自己的代表前来参加，而塞尔维亚的公司会派出代表以确保建筑的结构工程没有问题，并符合其他各方的要求。制作完成后，清单会被送到各分包商和其他独立专家的手中再一次接受检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没有重要环节被忽略。

就这样，详尽的清单陆续出炉，它们被用来指导施工建设的具体开展，而且这个方法可以确保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专业人士能够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方式贡献自己的宝贵知识。

俄罗斯码头项目的施工日程安排是一个多层次的施工计划。当我到工地实地参观的时候，真的能看到施工过程的不同层次。带我参观的是塞尔维亚公司为这个项目委派的首席结构工程师伯尼·鲁亚尔（Bernie Rouillard）。我要事先声明的是，我可不喜欢去太高的地方。但我还是戴上安全帽，跟着鲁亚尔穿越写有“闲人免入”的标示牌，跨过一堆废弃的生锈钢筋，沿着一排木板走道进入一台橙色的升降机前。待大门关闭后，升降机开始爬升，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我们最后到达了第14层的楼面。走出升降机后我发现，厚厚的混凝土楼板上空空如也，整个楼面没有外墙，只有一些3米多高的钢柱围在四周，楼层的中央是呈长方形的巨型混凝土内核。不用走到楼层的边上，就能轻轻松松地把波士顿的繁华景象尽收眼底。

“你可以从这里一览整个工程的全貌。”鲁亚尔边说边示意我跟着他往楼层边缘走。我小心翼翼地挪到离边缘还有一米的地方停了下来。鲁亚尔好心地把旁边的各项工程指给我看，而我实在没心思仔细端详，因为大风正“呼呼”地从我身边吹过，而距离地面十几层楼的高度也让我觉得头晕目眩。当我们把身体转向楼面中央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鲁亚尔让我看铺设在天花板上的裸露钢结构桁架，这些结构是用来支撑上一层楼板的。

鲁亚尔说，他们随后会在这些桁架上喷耐火材料。

“你们要对钢结构进行防火处理？”我问道。

他回答说“是”，因为钢铁在大火中会塑化、变软，会像面条一样发生弯曲，这就是世贸中心倒塌的原因。他带我沿着楼梯下到第13层，我看到这里的桁架已经喷上了耐火材料。这种材料含有石膏成分，它们让天花板看起来灰灰的、毛茸茸的。

我们又往下走了几层。我看到建筑的“皮肤”，也就是玻璃幕墙和钢结构外立面已经安在这几层的混凝土楼板上了。我们越往下走，建筑的层次就越多。分包商的一个团队已经在这些楼层的“皮肤”内砌起了分隔不同房间的墙壁，而排管工人则在铺设输水管和排水管。随后安装的是通风管道。当我们下到底层的时候，很多工序已经完工了，大理石内饰做好了，电线、水管都铺设好了，就连楼梯的扶手栏杆都已经安装完毕。这么繁杂的工程却进行得如此有序，这让我对塞尔维亚这样的建筑专家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团队沟通的智慧

还在较高楼层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即使是我这个门外汉也能察觉出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儿。那几天阴雨不断，而在那几层敞开的楼面上，有大量雨水积在靠近混凝土内核的楼板上，就好像楼面向内倾斜一样。我向鲁亚尔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的，业主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对此他们不太高兴。”鲁亚尔说。他猜想问题的成因是这样的：混凝土内核的重量非常大，再加上当地的土壤相对比较松软，所以内核的下沉速度可能比预想的要快。而建筑外层的钢结构还没有担负许多载荷，毕竟还有18层楼没有建好。鲁亚尔认为，正是建筑内外下沉速度的差异导致楼板向内侧倾斜。但他觉得，只要大楼完工了，外层结构承担足够的负荷，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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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最感兴趣的倒不是鲁亚尔的这个解释，因为我无从判断他的猜测是否正确。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上层楼板倾斜了。他们应当先清理掉这些积水，但施工计划肯定会因此而拖延。这会涉及方方面面，就连这么一件小事都有可能让整个项目乱套。不仅如此，相关专家还必须研究清楚这个问题是否意味着建造过程存在严重缺陷。我很好奇他们将会如何处理这个情况。不确定性总是无处不在的，他们凭什么判断这只是正常的沉降呢？又凭什么认为外层钢结构负重后真的会和混凝土内核持平呢？正如鲁亚尔所说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棘手的问题。

等回到底楼的现场办公室之后，我问奥沙利文他们将如何处置这一情况。我相信他们这些建造摩天大楼的人一定碰到过许多类似的问题，许多清单无法事先预计的问题。如果医生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碰到类似问题的话，虽然病人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他们会完全凭借某个专家的判断来应对挑战。也就是说，单个医生拥有自主权，能够全权负责病人的诊治。而在俄罗斯码头项目这个例子中，鲁亚尔就是这样的专家。如果我们把工地看作是医院，那么他的个人判断就能决定事态的发展。但是，奥沙利文指出，这种方法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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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诊治病人一样，建造大楼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来自16个不同的行当）。既然全知全能的建造大师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让单个专家拥有自主权会引发灾难。不同的专家可能会做出相互冲突的决定，而一些重要问题又可能被大家忽视，这样造出来的建筑早晚会倒塌。我实在无法想象，如果在医院里犯下这样的大错，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

“那你们会怎么做呢？”我问道。

奥沙利文指了指我的左边，在正对着施工日程安排表的墙上贴着另一张巨幅图表，样子看起来和施工计划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这张图表的名字叫作“建议日程安排表”。这也是一张清单，不过，这张清单详细规定的并不是施工任务，而是沟通任务。工地项目经理应对突发问题的方法就是，确保专家们彼此充分沟通交流，建议日程安排表上会写明在X日进行有关Y过程的讨论。专家们可以做出个人判断，但他们要明白自己是团队的一员，也要充分考虑其他人的观点。经过充分讨论之后，他们会得出最终的行动方案。虽然没有人能够事先预料所有问题，但他们至少可以事先预估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碰到问题。建议日程安排表规定了哪些人在什么时候就什么问题进行讨论，在下一步工作开始之前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提出建议。

比如，这张建议日程安排表规定，承包商、安装专家和升降机工程师在月底前要对负责1～10楼运输工作的升降机进行评估。升降机是由专业厂家制造的，在出厂前经过了严格检测，而且是由专家安装的。但是，建筑项目负责人并没有假设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相反，他们认为任何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谁知道呢？这就是极端复杂问题的特性。不过，他们还认为，如果让合适的专家聚在一起，并且让他们作为一个团队而不是作为个人进行充分讨论，那么严重的问题是可以被发现和避免的。

所以，建议日程安排表的作用就是让专家们互相交流。承包商、安装专家和升降机工程师必须在月底之前进行讨论；还要在当月25日之前和耐火材料专家交流；而在两周前，结构工程师、咨询顾问和业主已经就楼板向内侧倾斜进而引起积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看到这个任务旁边已经打了钩，说明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我问鲁亚尔讨论进行得怎么样。

一切都很顺利。大家一起对问题进行了评估，业主和承包商现在也认为外部钢结构最后会加速沉降，和混凝土内核持平。排水清理工作已经安排好了，施工计划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参与讨论的每个人都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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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复杂的情况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总是不能确定一切是否能够顺利进行。面对未知，建筑专家们相信沟通的力量，而不相信某个人的智慧，即使他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们依赖的是集体的智慧，要确保各方面的专家都对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评估，并一起讨论得出解决方案。

一个人免不了会犯错误，但许多人犯错的可能性或许会变得小一些。

在现场办公室的另一个房间里，一个发型时髦、身穿黄色反光背心的年轻男子坐在两个大型液晶显示屏前。这人名叫瑞安·沃尔什（Ryan Walsh），他的工作是将各行业专家提交上来的施工方案输入电脑，并将它们整合成大楼的三维图。在图中，大楼每一层的结构都非常详细。他在屏幕上调出了顶楼的三维图。那时候，他已经将9个专业的施工方案整合在一起，其中包括结构工程、电梯安装、管路铺设等。他用鼠标带领我们在这一楼层参观，就好像我们真的在过道里行走一样。你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所有东西，比如墙、门、安全阀等。更重要的是，你能在屏幕上看到问题，比如，有个地方的高度不足以让一般的成年人通过。沃尔什为我演示了一个名叫“冲突侦探”（Clash Detective）的软件，这个软件能将不同专业施工方案互相冲突的地方，以及施工方案和建筑法规冲突的地方都找出来。

沃尔什说：“如果一根结构梁跨越的地方应该安装灯具，那么‘冲突侦探’软件就会在屏幕上用不同的颜色来标注这根横梁。有时能发现几百处冲突。有一次，我甚至发现了2 000多处冲突。”但仅仅发现冲突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为此，必须确保专家们对问题进行讨论。所以，软件会将相关问题纳入建议日程安排表，并给相关专家发去电子邮件。

他们还有一个名叫“项目中心”（Project Center）的软件。只要有人，哪怕是一线的建筑工人发现了问题，就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发邮件通知相关专家，并通过该软件对讨论进程实施跟踪，最后还要确保问题经过了充分讨论，并得以解决。当我们回到塞尔维亚的办公室时，鲁亚尔给我看了一封这样的电子邮件。


这封邮件是鲁亚尔在上周收到的，铆接4米钢梁的一位工人发现4个接口中有两个不吻合。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大问题，于是用数码相机拍了照，通知了鲁亚尔。鲁亚尔回信说这个情况不正常。他们共同商讨出解决方案，将钢梁焊接到位。电子邮件还被自动抄送到要对解决方案签字的专家那里。每个人有3天时间对方案进行评估，并做出答复。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参与讨论的人都要确认自己和他人进行了充分沟通，因为即使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修复任务，也会对多方面的工作产生影响。



塞尔维亚曾经告诉我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建筑领域的最大进展就是对进程跟踪和沟通过程不断完善。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违背的代价

在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候，建筑行业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集体决策的决心让人感到惊讶。塞尔维亚的合伙人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他是曼哈顿花旗大厦的一名结构工程师。


花旗大厦非常有特色，它那标志性的屋顶由一个斜坡构成，整个建筑高达270多米，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它底部的4根巨柱。这些柱子有9层楼高，它们把整个建筑腾空托起。更奇特的是，它们并不是位于建筑的4个角上，而是位于四条边的中央。首席结构工程师威廉·勒梅萨里尔（William LeMessurier）为这些柱子设计了隐形的倒V形巨型支架对其进行加固。建筑的外形非常抢眼，整个摩天大楼就好像漂浮在第53街的上空一样。但风洞测试显示，由于这座大楼比周围的建筑物高出许多，所以强风和湍流会对其施加强大的作用力。这么大的力量都快超出结构工程师的能力范围了，似乎只有飞机设计师才能应付得了。所以对于大楼可以接受的摇摆程度，大家心里实在没底。



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既没有废弃这个独特的设计，也没有降低建筑的高度。麦克纳马拉提出了一个新奇的方案，这个方案叫作“调谐质量阻尼器”。麦克纳马拉认为，他们可以在大楼第59层的楼顶用巨型弹簧悬挂一个重达400吨的混凝土块。当强风把大楼推向一侧的时候，这个混凝土块会向反方向摆动，并以此抵消强风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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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聪明而简洁的解决方案。工程师们用一个较小尺寸的模型进行了风洞测试，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但是，对这么复杂的项目来说，错误和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为了尽量减小犯错的可能，专家们在开工前的最后时刻进行充分沟通。大厦的业主与建筑设计师、城市建筑规划部门官员、结构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进行了讨论。他们对整个设计方案和相关数据进行了仔细评估，确认所有可以预想的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最后，他们依次在施工计划上签字，建设工作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地区建造结构如此复杂的建筑实在让人有点不放心。要知道，单是在大厦里工作的就有几千人，还有几万人在附近工作和生活。这么做要冒很大的风险，似乎是个不明智之举。但我们相信专家们有能力应对复杂的问题。他们知道不能单枪匹马，而是要依靠集体的智慧。他们用一套清单来保证不遗漏任何简单的问题，不跳过任何简单的步骤；用另一套清单来保证所有专家都对困难的和意料之外的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并共同商讨出解决方案。

奥沙利文告诉我：“在这个行业，造成严重错误的最大原因就是沟通不畅。”

就拿花旗大厦来说吧，在计算建筑牢固程度的时候，工程师假设底部基座上的巨型支架是焊接起来的，但是焊接工作非常耗费人力，成本较高。承建这一项目的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提议使用螺栓对支架进行铆接，但这么做会让建筑变得不那么牢固。他们通过计算，认为铆接的强度完全可靠。但是，《纽约客》后来披露，他们的计算结果不知是何原因，没有经过勒梅萨里尔的审阅，这个检查点被跳过了。然而，当时即便勒梅萨里尔审查了计算结果，也未必能够发现问题。


在1978年，也就是大厦投入使用一年之后，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工程专业学生发现建筑强度不够，勒梅萨里尔这才发现他的设计被更改了。更糟糕的是，这意味着建筑存在致命缺陷：它将无法抵抗时速在112公里以上的强风。而纽约的气象资料显示，这样的强风每55年至少会发生一次。如果这一情况真的发生，那么支架的连接点会断裂，大厦会从第30层开始塌陷，进而倒塌。但他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大厦已经完全投入使用了。勒梅萨里尔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大厦业主和市政官员。那年夏天，当飓风艾拉（Ella）向纽约逼近的时候，一个紧急施工队在大家下班后秘密地将5厘米厚的钢板焊接在200个重要的螺栓上面。大厦终于保住了，直到今天依然牢牢地矗立在那里。



虽然建筑业的清单制度并不能发现所有问题，但是它的成功让人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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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塞尔维亚对我所说的那样，虽然如今的建筑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建筑都要复杂，设计师和工程师要考虑抗震、能效等诸多问题，但是施工的时间却比几十年前缩短了1/3。

清单真的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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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权力下放
清单由谁来主宰

●　350万美元；2 498箱救援物资。为什么沃尔玛能抢先一天把水和食物送到灾民手中？生死时速面前，卡特里娜的“完美风暴”竟让政府救援汗颜。

●　每个人都在等待救世主，但中央集权的解决方法只会让人等得望眼欲穿。将决策权分散到外围，而不是聚集在中心，让每个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才是让清单奏效的关键所在。

中央集权行不通了

建筑业为了应对极端复杂的问题会使用特殊清单。其中一些清单所体现出的理念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把权力分给更多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大多数当权者喜欢把权力、决策权等聚集在自己手里。一般清单所发挥的其实就是这一功能，高层会用清单列出下属应该完成的工作，并确保其及时正确地完成。我所见到的第一张施工清单，那张贴在奥沙利文办公室右侧墙上的施工日程安排表，就属于此类清单。这张清单写明了每一个关键步骤的具体要求，写明了人们在碰到简单或平常问题时的例行处理程序。这张清单起到的作用就是“强制函数”。

但是，在奥沙利文办公室的另一面墙上还有一张清单。当人们遇到非常规的、可能引发危险的复杂问题时，比如在建高楼的楼板突然出现意料之外的内倾状况，这张清单就能派上用场了。它所体现出的理念与前者截然不同，因为它将决策权分散到外围，而不是聚集在中心。这种理念给了人们足够的空间，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经验和专业技术适应环境，应对挑战。高层需要做的并不是直接进行决策，而是督促大家积极参与讨论，让他们担负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这就是此类清单奏效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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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出乎意料地民主。奥沙利文告诉我，现如今的施工监理行业也将其奉为标准。他说，现在的监理不会自己重新计算建筑的抗风强度，也不会评估钢梁的连接处是应该铆接还是应该焊接。无论一个人有多么聪明，知识有多么渊博，他都不可能独立完成俄罗斯码头项目或花旗大厦这样复杂的建筑监理工作。所以，虽然他们会尽全力监督施工质量，但现在要做的是确保施工人员及时进行正确的或标准完成施工。监理也将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分散给相关各方。

奥沙利文说：“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如果什么事都要监理亲力亲为，那么就算是只建两座屋子，其安全系数也未见得比我们手头这些大型项目的安全系数更高。”我觉得，一些当权者已经意识到，如果他们不放权，就会遭遇失败。我们只要看看卡特里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之后发生的一切，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2005年8月29日早上6点，卡特里娜飓风在新奥尔良市的普拉克明县（Plaquemines Parish）登陆。起初的消息大幅低估了灾害的严重程度。由于电力被切断，各种通信中断，消息无法发送出去。到了下午，市区周围的防洪堤决口了，大部分市区因此被洪水淹没。有关灾情的报道在电视上不断播报，但是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的负责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却对此视而不见，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局面尽在掌控之中。

FEMA的信息渠道有很多，但是该机构在新奥尔良常驻的代表只有一人。这位代表在飓风登陆的当天下午想办法搭上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查看了市区的灾情，并发出了紧急情况报告。但大多数通信都被切断了，他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发出这份报告。这位代表在报告中说，新奥尔良市内洪水肆虐，他亲眼看到有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还有成百上千人站在楼顶等待救援，但政府高层官员并不使用电子邮件。事后的一次国会听证会披露，直到第二天，政府高官才接到相关信息的通报。



但那个时候，新奥尔良80%的市区已经被洪水淹没。有两万多难民滞留在超级圆顶体育场，还有两万多难民聚集在莫里尔会议中心（Morial Convention Center）。有5 000多人转移到了10号州际公路的立交桥上，其中一些人是救援队员转运过来的，但大多数人是自己逃难出来的。他们来不及搬出自己的财产，许多人只是随身带了几件衣服。市内的各家医院因为电力被切断而处于瘫痪状态。人们因为得不到维持生存的食物和水而开始抢劫，暴力事件的上升成了一个严重问题。

很多当地政府官员和自发组织者竭尽全力联络联邦政府，希望他们能够知道灾区最需要什么，但却一直无法和对方取得联系。当他们最终通过电话找到某个官员的时候，却被告知耐心等待，因为相关信息需要逐级上报，传统的指令和控制系统很快已被大量信息和指令淹没。有太多决策要做，但是决策者得到的信息不够及时，不够具体，他们不知道应该向什么地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但尽管如此，政府仍拒绝放弃传统指令模式。灾情正在不断恶化，而各级政府却在争论决策权的归属问题。联邦政府不愿意把权力下放给州政府，州政府不愿意把权力下放给当地政府，更没有人愿意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个人或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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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状态和奥威尔式官僚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当局拒绝满载饮用水和食物的卡车进入灾区，因为他们的救援计划并不包括这些内容。公车征用令迟迟不发，美国交通运输部直到两天后才收到正式的征用令公文。数万人已经被围困，需要及时疏散。但与此同时，新奥尔良却有两百多辆公共汽车被闲置在附近的高地上。

问题并不是这些高官缺乏同情心，而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面对极端复杂的问题时，他们应该尽可能把权力下放给一线救援人员和当地官员，而不是将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每个人都在等待救世主，但中央集权的解决方法只会让灾民们等得望眼欲穿。事后，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被要求对政府迟缓的救援行动做出解释。他说：“卡特里娜飓风是一次超级灾难，是‘完美风暴’，超出了决策者甚至是任何一个人的预料。”但这一解释说不通，极端复杂的问题本来就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这是它们的基本属性之一。对于此类问题，传统的中央集权处理范式是行不通的。

每个人都是清单的主宰者和参与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所有组织中，把救灾问题的复杂性理解得最透彻的竟然是沃尔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对沃尔玛在救灾过程中的表现进行了案例研究。这份报告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灵活应变、充分下放权力的超低价零售巨擘。得知新奥尔良遭受严重风灾的消息后，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李·斯科特（Lee Scott）只是发布了一条非常简短的指令：“本公司将对风灾做出相应级别的响应。”有人记得他在公司高层会议上是这么说的：“在座各位将要做出超出自己级别的决定，请务必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及时做出最佳的选择。记住，最重要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指令从高层传递到一线门店经理那里。这条指令真是给他们松了绑，让他们放开手脚便宜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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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共有126家门店因为被淹或停电而歇业，有两万多名员工及家属被困，公司的救援行动最早把帮助他们作为工作重点。有一半以上受损的门店在行动开始后的48小时内重新开业。但是，当管理人员从员工口中得知灾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救援重点立刻从重新开业变成了紧急救援。他们心里想的是：“天哪，我们能为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做些什么？”

沃尔玛的门店经理自行决定为当地居民分发物资，其中包括纸尿布、饮用水、婴儿配方奶粉以及冰块等。当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官员还在思考应该如何征用各种补给品的时候，沃尔玛的门店经理们已经启用了手动记账系统来记录提供给先遣救援队的各种物资，其中包括食品、睡袋、卫生纸，还有像短柄小斧、绳索和靴子这样的救援设备。10米高的暴风潮席卷了一家门店，待洪水退去后，这家门店的经理助理开了一辆铲车进入店里，把所有能够抢救出来的物资搬到停车场上进行分发。当得知一家医院药物短缺的时候，她再次冲到店里的药品柜台，把可以用的药物都取了出来。后来，她所做的一切得到了公司高层的称赞。

沃尔玛的高层把工作重点放在设定目标、监控进度以及保持和一线员工及政府机构的联络上。也就是说，在应对这一极端复杂的危机时，他们没有发布具体的指令。由于情况出乎意料，而且瞬息万变，所以，他们努力确保人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沟通。沃尔玛的救援团队甚至包括来自红十字会的成员（美国联邦政府拒绝参加沃尔玛的救援团队）。公司还为员工开设了24小时呼叫中心，这个中心一开始只有8名接线员，但由于话务量不断攀升，接线员的数量很快就增加到80位。

在尽可能彼此协调、救助他人这一共同目标的指引下，沃尔玛的员工自创了许多了不起的办法。他们在市里设立了3个移动药店，并计划免费为有紧急需要的灾民提供药品，即便没有处方也没有关系；他们还设立了服务点，为持有工资支票和其他各类支票的人们兑换现金；他们甚至开设了临时诊所，为灾民接种预防灾后疫情的疫苗。最了不起的是，仅仅在飓风登陆两天之后，公司的物流团队已经想办法让一辆辆满载着食品、饮用水和救援设备的卡车绕过重重障碍，到达迫切需要援助的灾区。他们在政府救援力量到达灾区的前一天，就把水和食物送到灾民甚至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手里。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沃尔玛总共运送了2 498集装箱救援物资，并为灾民和指挥中心捐赠了价值达350万美元的物资。

后来，杰斐逊县（Jefferson Parish）县长亚伦·布劳萨德（Aaron Broussard）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如果美国政府也能像沃尔玛那样做出及时响应，这场灾难就不会造成这么巨大的损失了。”

我们需要自由和协调

我们应该从以上的故事里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能并没有想清楚。有些人认为，在处置这类极端复杂的情况时，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加高效。但事实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沃尔玛的确是一个成功案例，但也能找出一大堆没有做出恰当响应的大公司——当地的公用事业企业无法修复通信线路和电网，而石油公司根本没有为这么大的灾难储备足够的原油，他们的炼油能力也跟不上。当然，政府部门也并非一事无成。比如，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天里，新奥尔良当地的警察和消防队员虽然缺乏各种救援设备，但是他们组织很多体格健壮的志愿者，用平底船从水中、房顶上和阁楼里救出了62 000多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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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真正应该吸取的教训是，由于极端复杂问题往往不可预测，这类问题的解决超出了个人能力的范围。所以，事无巨细都由核心层、最高层来决定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人们需要行动和适应的余地。但是，即便有再多的人手，如果他们彼此孤立，取得成功也只能是异想天开，因为这种情况无异于无政府状态。为了获得成功，我们要把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元素结合起来，它们就可以自由和协调，而我们需要不断跟踪各项工作的进度。

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对于应对极端复杂问题的理解就很深入。更了不起的是，他们将这一理解转变为简单易行的清单，把对复杂性的管理纳入平时的例行工作之中。

这需要他们在一对对矛盾之中寻找合适的平衡点，如自由和纪律、个人发挥和标准程序、专业技能和集体协作。为了用清单达到上述平衡，他们设计出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几乎对立的清单。他们使用一整套清单来确保那些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的步骤不被人们忽略，而用另一套清单来确保人们充分沟通，互相协调，承担责任，并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用所知的最佳方法来解决瞬息万变和出人意料的问题。

从卡特里娜飓风和建筑行业的通行做法，我们可以知道：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清单不只有助于成功，而且还是人们获得成功所需的必要条件。当然，主观判断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需要使用清单来协助主观判断，甚至用清单来提高主观判断的质量。

清单，安全与高质量服务的关键

茅塞顿开的我开始意识到清单无处不在。你可以在职业足球教练那里找到它们，也可以在炫目的舞台上发现它们的身影。我曾在广播中听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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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人公是著名摇滚乐手大卫·李·罗斯（David Lee Roth），他是范–海伦（Van Halen）乐队的主唱之一。每次签订巡演合同的时候，罗斯都会坚持在合同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后台化妆间里必须摆放一碗M&M's巧克力豆，而且里面不能有一粒棕色巧克力豆。这一点如果主办方没有做到的话，演唱会将被取消，而且主办方还要对乐队进行全额赔偿。至少有那么一次，范–海伦乐队因为上述原因霸道地取消了科罗拉多的一场演唱会，原因是罗斯在化妆间里找到了棕色的巧克力豆。有人或许会认为大明星总是喜欢摆谱，提出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但其实不然，这是罗斯用来保障演唱会安全的一块试金石。

罗斯在其自传《来自热浪的疯狂》（Crazy from the Heat）一书中写道：“范–海伦是第一支将演唱会开到偏远城市的乐队。我们的设备足足装了9辆18轮卡车，而一般的演唱会只需要3辆卡车就行了。工作人员一不留神就会犯技术错误，比如横梁因为无法负重而倒塌，地板也会因为不堪重负而塌陷，还有舞台的门不够大，舞台置景无法通过。演出的合同附文读起来就像是看黄页一样，因为设备实在是太多了，调试安装工作需要大量人手。”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个小测试，也就是合同附文的第126条那个关于巧克力豆的条款。罗斯写道：“如果在后台放置巧克力的碗里发现了棕色巧克力豆，我们就会对各项装配工作进行逐一检查。我保证会发现技术错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些错误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就拿那次被取消的科罗拉多演唱会来说吧，乐队发现当地主办方没有仔细阅读有关舞台重量的要求。如果演出如期进行的话，舞台完全有可能在演出中坍塌。

“大卫·李·罗斯也用清单！”我对着收音机大喊。

我还找到乔迪·亚当斯（Jody Adams）来检验我的理论，也就是使用清单是否必要。亚当斯是里阿尔托意大利餐厅（Rialto）的主厨和老板，这家餐厅是我最喜欢的波士顿餐厅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亚当斯被《美食与美酒》杂志（Food and Wine）评为美国十佳新秀厨师之一，并于1997年获得詹姆斯·比尔德基金最佳厨师奖（James Beard Foundation Best Chef），这一奖项相当于美食界的奥斯卡。里阿尔托经常登上全美最佳餐厅的榜单，《绅士》杂志（Esquire）最近刚刚将其列入榜单。亚当斯的专长是意大利风味。当然，她对菜谱做了不少革新。

亚当斯自学成才，她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学的是人类学，也从未上过厨师学校。但她说自己对做菜很感兴趣，于是就去了一家餐厅打工。她从切洋葱学起，一步一步，直到创造出自己的厨艺风格。

里阿尔托餐厅的菜非常精美，色香味俱全，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平。我很想知道亚当斯是怎么做到的。我很清楚像汉堡王和塔可钟（Taco Bell）这类快餐连锁店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标准化运营的。这些店里的每一种食品都是根据既定规程，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但在大饭店里，厨师要对菜谱不断进行改进和雕琢，每一道菜都是不同的。而且，他们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保持高水平。要知道，他们晚上最多要接待300多位顾客。我为这一完美的表现找到了一种理论，但这一理论真的说得通吗？于是，我接受了亚当斯的邀请，来到她的餐厅进行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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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整晚都坐在凳子上看厨师们忙忙碌碌。餐厅的厨房很狭长，厨师们的喊叫声和煎炸烧烤发出的嘶嘶声混杂在一起，好不热闹。那晚，亚当斯和她的员工要在5小时内接待150多名顾客，为他们提供几十种美味食品。

亚当斯手下的厨师技艺都非常高超，他们中有一半人接受过厨师学校的专业培训，大多数人都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这些厨师各有分工，有的只做面点，有的负责烘焙，你还能在他们中找到烧烤厨师、煎炸厨师、甜点厨师、副主厨和酒侍。多年来，他们让自己的技艺变得日臻完美。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序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即便我是个外科医生，他们也不会让我动他们的刀。

在人们的印象里，烹饪靠的是技巧和创意。现如今，厨师已经成了风云人物。他们的大胆发挥是厨艺比拼节目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但我在里阿尔托看到的却是严明的纪律，而不是光鲜亮丽的外表和天马行空的发挥。厨房的正常运转需要的是纪律，而清单又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一张清单就是菜谱，这是最基本的清单，每道菜都有。菜谱打印出来后要塑封，然后放置在每个操作台上。亚当斯将这些菜谱奉为“圣经”，并要求下属严格执行。她说：“遵从菜谱对于长期维持高质量服务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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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点操作台的旁边挂着一块告示板，上面贴着被亚当斯称为“厨房批注”的条子，这其实是她发给员工的一些关于食品质量的电子邮件。最近的一封是前一天夜里00∶50发出的，上面写道：“油炸馅饼要多放些香料和大蒜，做得更加松软些；穗丝要用玉米做；奶油玉米浓汤要放在椭圆形的盘子里，不要放在方形的盘子里；蘑菇汤要多放点葱蒜和马沙拉白葡萄酒。记住：按照菜谱操作！”

厨师们并不总是喜欢按照菜谱进行操作。对于一个做了几百次奶油玉米浓汤的厨师来说，他会觉得整个制作过程自己早就已经烂熟于心了，不需要再按部就班了。但亚当斯却认为，这时候菜肴质量水平就会开始下滑。

当然，这些菜谱并非一成不变。我所见到的菜谱在页边上都写了一些改动意见，其中有许多都是亚当斯的下属提出的，他们有时候甚至会重新做一张菜谱。

那时候亚当斯新开发出一道菜：将整只龙虾一分为二，淋上干邑以及加入小圆蛤和西班牙香肠的鱼汤。这道菜被收入了茱莉亚·蔡尔德（Julia Child）的著名菜谱中。不过，在把新菜写上菜单之前，亚当斯总是会让厨师们试做几次以充分暴露问题。亚当斯的菜谱要求厨师把龙虾一分为二，然后用橄榄油小火慢煎，但菜肴的质量总是不能精确控制，龙虾要么没煎透，要么煎过火了。此外，这道菜的调味酱要根据顾客的要求定制，但这道工序需要的时间太长了，而顾客一般只能等8～10分钟。

所以，亚当斯和其他两位厨师对制作工序进行了改进。他们决定事先做好调味酱，并将龙虾煮成半熟。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让这道菜变得越来越完美，菜谱也重新写了一遍。

此外，他们还为每位顾客准备了一张清单。每当顾客点餐的时候，厨房就会打印出一张纸条，上面写明了顾客点的菜肴、顾客的桌号、座位号、顾客特地关照的注意事项或数据库中记录的相关事宜，如顾客是否对特定食物过敏、牛排要几分熟、当天是否是顾客的生日、是否有贵宾到场，需要亚当斯出去打个招呼等。作为厨房运营现场指挥的副主厨会把每张条子都大声朗读出来。

“蘑菇汤现做。莫泽雷勒干酪现做。龙虾等一等。不加面筋的十分熟牛排等一等。”

“现做”意味着这是第一道菜，而“等一等”则意味着这是第二道菜。而且这位顾客对谷蛋白过敏，所以牛排里不能加面筋。负责操作的各位厨师在听到顾客的要求以后要进行重复，以确保他们接收到的指令准确无误。

“蘑菇汤现做。莫泽雷勒干酪现做。”一位厨师重复道。

“龙虾等一等。”海鲜厨师喊道。

“不加面筋的十分熟牛排等一等。”烧烤厨师喊道。

和建筑行业一样，在厨师这个行当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能被简单地写进菜谱。所以，亚当斯也开发了沟通清单，以确保大家在面对意料之外的问题时能够像一个完整的团队一样沟通协作。每天下午5∶00，也就是离饭店开门迎客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当值厨师会聚在一起召开一个碰头会。他们要简短地讨论一下事先没有料到的问题，并以此来应对这些复杂问题的不确定性。在我访问的那天晚上，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了当天顾客的预定菜单，对菜单进行了两处修改，想办法为一名请病假的员工补缺，还为一个突发情况制订了应对方案。这个突发情况是这样的：当天会有20几个女孩来餐厅开生日派对，但她们在路上被堵住了，预计到达的时间正好是餐厅的营业高峰，厨师们可能会忙不过来。在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发言，而且大家会共同商讨行动计划。

当然，这些举措还是不能确保不出任何问题。汤可能装盆太早了，等到上菜的时候已经凉掉了，鹌鹑的调味酱料可能不够了，鲈鱼可能烤得太干了。所以，亚当斯还设置了最后一道检查：每道菜在被端出厨房之前都必须经过她或副主厨检查。他们要确保菜肴看起来没有问题，要核对顾客的订单，要闻一闻，或许还要用干净的勺子舀一勺尝一口。

我数了数，至少有5%的菜被退了回去。副主厨对煎炸厨师说：“这盘鱿鱼要炸得再熟一点，炸得再金黄一点。”

待考察完毕后，我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品尝一下美食了。我点了炸橄榄、烤蛤蜊、夏日玉米粥、当地农场的绿色沙拉，当然还有美味的龙虾。这些菜的味道实在是鲜美至极。离开餐厅的时候，我的胃里塞满了食物，但我的大脑还在飞速运转。亚当斯的厨艺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但即使在这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细致并且需要高超手艺的行业里，人们还是离不开清单。我收集到的各项证据都指向相同的结论，我找不到清单没有用武之地的行当或职业。对于我的工作来说，这一论点或许同样适用。


第5章
简单至上
清单要素的选择机制

●　每年，全球至少有700万人在术后残疾，至少有100万人没有走下手术台。如果我们把不同阶段的清单合并成一张清单来执行，是不是可以减少残疾和死亡？

●　从来没有全面的高效，从来没有一张清单能涵盖所有情况，冗长而含糊不清的清单是无法高效并安全执行的。清单要素的遴选，必须坚守简单、可测、高效三大原则……

一切为了安全和正确

2006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来自日内瓦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位操着英国口音的女士。她自称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她说给我打电话是想问我能否帮助他们组织一批专家解决一个小问题。他们收集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的外科手术数量正在不断增加，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达到安全标准，会给病患造成生命危险。所以，他们想设立一个全球性的项目，以尽量减少手术中可以避免的死亡和伤害事故。


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嗯，你们想怎么做呢？”

“我们会召开一次会议。”她说。

我问他们会为这个项目投入多少经费。

“哦，钱真的不多。”她说。

我拒绝了她。没有钱我可做不到，我很忙。

但是对方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她在电话里说了这么一句话：“哦，对不起，我以为您是外科手术安全方面的专家，是我搞错了。”

于是，我同意为他们组织召开一次会议。



世界卫生组织从193个会员国那里收集了大量数据和报告，为他们工作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查阅和使用这些数据。在对现有数据进行整理之后，我的研究团队发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在全球范围内，外科手术的数量正在飞速增长。到2004年，全球每年要实施2.3亿台大型手术。也就是说，每25人中就有一人要在一年内接受一次大型手术。而这一数量还将继续增长。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每年全球外科手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全球新生儿的数量。虽然大多数时候手术的进行是非常顺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据估计，医院外科手术术后并发症的发病率在3%～17%的范围内。虽然手术的切口变得越来越小，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快，但手术的风险却依然很大。每年，全球至少有700万人在术后残疾，而至少有100万人没有走下手术台。手术造成的伤害，与疟疾、结核病及其他一些传统公共问题造成的伤害不相上下。

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大规模公共卫生问题的组织，而手术安全问题却非常具体，有着较高的技术因素。在分析完数据以后，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近几十年来，全球各地的经济状况显著改善，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对大型手术的需求也就随之不断增加。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的疾病有很多，如癌症、骨折、其他创伤性损伤、分娩并发症、严重出生缺陷、肾结石、胆结石和疝气等。虽然还有20多亿处于贫困地区的人们无法接受手术治疗，但全世界手术数量飞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世界各地，手术的质量和安全性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但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外科手术造成的伤害，和开展根治脊髓灰质炎的运动可不能相提并论。我曾经跟随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到世界各地看他们如何为当地的儿童接种疫苗。即使是这类看似简单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起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而外科手术更加复杂，即使是在一家医院里减少外科手术造成的损伤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要想办法让全球各地的医院提高手术安全性，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知道，外科手术有2 500多种，从脑组织活检到脚趾切除，从心脏起搏器植入到脾脏切除，再从阑尾切除到肾脏移植，你根本不知道应该从何处着手。我或许能够帮助世界卫生组织提高某种手术，如中心静脉置管插入的安全性，但这一小小的努力，对于全球手术安全性的提高又能有多少作用呢？

不是“无所不包”，而是简单、可测与高效

2007年1月，我们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科医生、麻醉医生、护士、安全专家，甚至还有病人。他们之中既有来自欧洲、加拿大和美国顶级医院的医生们，也有来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外科医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向世界各个遭受天灾人祸的地方，如摩加迪沙和印度尼西亚派遣医疗队伍，救治当地患病和受伤的难民。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父亲，他的女儿在接受手术治疗时不幸因为缺氧而窒息。在与会人士介绍各自的经历和发现之后，我对成功更加不抱希望了，我们怎么可能解决那么多地方的不同问题！

有一位40多岁的医生来自加纳西部，可可种植业和掘金业让当地百姓摆脱了贫困。这位医生为我们讲述了当地医院的状况，他说没有外科医生愿意待在那里。加纳面临着大量的人才流失，许多高级人才都到海外寻求发展。这位医生介绍说，他们当地的医院只有3位医生，而且全都是没有接受过外科手术专业训练的全科医生。但是，如果有病情十分严重的病人前来就诊，如因为难产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的产妇、因为患阑尾炎而高烧不退的病人，或因为交通事故而造成气胸的病人，那么这些医生将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为他们实施手术。


他说：“你要知道，什么样的活儿我都要干，既要当儿科医生，又要当妇产科医生，还要当外科医生。”他的手上有一些教科书，还有一本介绍手术实施基本技巧的手册。他的一个助手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靠自学掌握了实施麻醉的技巧。他们医院的条件很差，没有高级医疗设备，手术常常会出问题。但他觉得尽力而为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生物工程学家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职业生涯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监督世界各地医院医疗设备的使用情况上。他发现，无论是在贫穷地区，还是在富裕地区，医疗设备的使用和维护都存在问题。他碰到过手术设备因维护不当而引发火灾或导致病人触电身亡的情况，碰到过医护人员因为没有接受恰当的培训而错误使用先进科技的情况，甚至还碰到过在病人生命垂危时急救设备却被锁在柜子里的情况。

蒙古最大一家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告诉我们，那里缺少止痛药物。而来自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医生也反映了相同的问题。新西兰的一位学者则提到了贫困国家因为麻醉不当而导致手术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虽然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普通手术的死亡率小于1/5 000，但是非洲其他地区的手术死亡率要高出十多倍。在多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每150个接受手术治疗的病人，就会有一人因麻醉不当而丧生。

一位来自印度的麻醉医生紧接着这个话题说开了，她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外科医生不尊重麻醉医生。她说，在印度，外科医生会对麻醉医生大喊大叫，而且对麻醉医生提出的安全警告不屑一顾。看到这样的场景后，很多医科学生决定自己以后不当麻醉医生。而麻醉往往是手术过程中风险最大的一部分，但训练有素的高水平麻醉医生却并不多见。不过，来自爱尔兰的一位护士认为，麻醉医生的待遇还不是最差的，她认为在手术室里护士更不受尊重，医生们往往不把他们当成团队的一分子，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提出的警告也往往被忽略。这位来自印度的麻醉医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只是因为她的个人经历，她还去过其他很多国家，在那些地方也看到了相似的情况。

[image: ]　一方面，与会人士一致认为，手术对于挽救世界各地人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尽可能多地增加人们接受手术治疗的机会。即使是在最糟糕的医疗条件下，手术也常常能够挽救生命。而且在世界很多地方，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病率不算太高，大概在5%～15%之间。

[image: ]　但另一方面，即使术后并发症的发病率不高，但这一比例也是难以接受的，毕竟每个百分点意味着有数百万人因为手术而残疾或死亡。仅仅是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就让我们看到，至少有一半的术后并发症是可以避免的。不过导致并发症的原因实在太多了，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但究竟应该从何做起呢？

有人提议开设更多的培训项目。但话一说出口，他们就觉得这个方案行不通。如果这样的问题在每个国家甚至每家医院都有，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开展范围如此之广的培训来改变现状。我们既没有钱，又没有精力来办成这件事情。

我们讨论了激励计划。美国最近已经开始试验一些与绩效挂钩的激励计划。这些计划要求，如果医生一直按照标准程序进行诊疗，那么就能获得奖励。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就会受到惩罚。虽然这个办法有一点效果，但却并不明显。美国最大的一项此类计划，只是将术后并发症发病率降低了2～4个百分点。此外，这一举措的效果也不容易测量。医生往往是自己报告结果，所以数据的准确性无法得到保障。不仅如此，结果的好坏常常还与病人初始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一些医生所进行的手术，其术后并发症发病率显著下降，但这可能是由于他后来治疗的病人病情没有先前那些病人那么严重造成的。所以，这个办法将耗费大量财力却收效甚微。我们实在是无法想象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这一举措。

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名义制定和发布一套手术安全标准。专家委员会经常这么做。这些指导方针往往无所不包，从预防手术感染的具体措施到促进培训和协作的具体方法，什么都有。这将成为我们的手术安全“日内瓦公约”和防止手术室混乱状况的“赫尔辛基协定”。但是，你只需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地下室那个昏暗的过道里走一走，便会开始质疑这个计划。


我在地下抄近路往来于各幢建筑物之间的时候，发现地下室里放着许多托架，上面摆放的是一本本厚达两百多页的指导手册。这些手册是由其他专家小组精心编制的，它们堆放得很高，里面的内容无所不包。有的是关于如何预防疟疾的，有的是关于如何治疗艾滋病的，还有的则是关于如何控制流感的。这些手册都塑封好堆放在那里，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毫无疑问，专家们为这些标准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一定进行了许多思考，动了很多脑筋。其中的一些标准，的确有可能让相关的诊疗实践水平获得提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被分发到了世界各地。而在曼谷、布拉柴维尔、波士顿和布里斯班的医院里，医生们依然我行我素，对这些标准不理不睬。



我曾经向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提出如下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是否为成功实施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项目制订过指导手册？这位官员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神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无知的孩童，我的想法就如同一个孩子在狗嘴里寻找发出狗叫声的东西一样：这个想法很可爱，但却十分愚蠢。

不过我还是四处寻找启示。我向世界卫生组织各部门的官员打听可以借鉴的公共卫生干预的成功案例。他们告诉我一些范例，其中就有天花疫苗全球接种运动。这项运动于1979年开始实施，并让全世界的人们从此免受天花的祸害。另一个著名的成功案例发生在1854年的伦敦，约翰·斯诺（John Snow）成功发现了一场霍乱疫情的爆发源头。


那年夏天，霍乱在伦敦的一个居民区爆发，在疫情开始后的3天时间里就有200多人死亡。人们惊恐万分，大部分居民纷纷逃离家园。但是疫情并没有结束，而是进一步恶化。第二周，又有500多人不幸病死。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像霍乱这样的疾病是由瘴气造成的，但斯诺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在地图上一一标出所有病人的住址，发现这些记号散布在一个水源周围，那就是索霍地区（Soho）博德大街（Broad Street）的一口水井。他询问了死者的家属，调查了死者的生活习惯，并对可能的致病原因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最终，斯诺得出结论：是受污染的水源导致了霍乱的爆发。人们后来发现水井的附近有一个泄漏的化粪池。斯诺劝说当地政府移除了这口井的水泵把手。这样，人们就无法再饮用这口井的水了。此后，疫情渐渐平息下来。正是斯诺医生创立了流行病学调查的基本方法，直到今天，这些方法依然被广泛使用。



我发现这些成功案例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所采取的干预措施非常简单，如接种疫苗和移除水泵把手，这些举措的效果能被精确地测量，而且非常显著。用财务分析师的话来说，它们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而在阿基米德看来，它们就如同杠杆一样。

切中要害的“关键点”在哪里

简单、可测、高效这三种特征让我想起了一项公共卫生研究，这是我最喜欢的研究之一。此项公共卫生计划是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巴基斯坦一个名叫希望（HOPE）的慈善组织共同实施的。这个项目旨在降低卡拉奇贫民窟儿童过高的夭折率。卡拉奇四周的贫民窟居住着400多万人，那里可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了。多年的贫穷和食物短缺导致30%～40%的儿童营养不良。街道污水横流，几乎所有水源都被污染了。每10个孩子中会有1个活不到5岁，主要死因在于腹泻和急性呼吸道感染。

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而且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供水系统和排污系统不完善以外，当地居民不识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学习基本卫生知识非常困难。由于当地政治不稳定，腐败问题、官僚问题严重，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在那里投资兴业，当地居民也就很难找到工作，很难挣到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全球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这让很多农民无法维持生计，成千上万的人涌向都市，寻找工作，这更加剧了贫民窟的拥挤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社会和政府发生自上而下的重大变革，我们很难想出办法来改善当地儿童的卫生状况。

终于，一个年轻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想出了一个主意，此人便是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长大的斯蒂芬·卢比（Stephen Luby）。他的父亲在克雷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妇产科任教，他自己曾经在得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学习。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总是对公共卫生问题非常感兴趣。后来，他在疾控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对南卡罗来纳州爆发的疾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当美国疾控中心在巴基斯坦设立办公室并招募员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后来，他和身为教师的妻子一起来到了卡拉奇。卢比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发布有关当地卫生医疗状况的调查报告。

我曾经问卢比他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他说：“如果当地也有像奥马哈那样的供水系统和污水系统，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你可能要等上几十年时间，这些重大的市政工程才会完工。”所以，他开始寻求技术含量低的解决方法。他想出来的方法非常不起眼。在他同事的眼里，这个想法甚至非常可笑，那就是使用香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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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打听到一个消息：日用消费品巨头宝洁公司刚刚研发出一种新型的抗菌舒肤佳香皂，他们迫切地想要证明这种新产品的功效。虽然卢比的同事对他是否能够成功没有信心，但他还是说服了宝洁公司提供研究资金，并且提供成箱含有和不含三氯卡班消毒成分的舒肤佳香皂。卢比在卡拉奇的贫民窟里随机挑选了25个居民区，来自“希望”慈善机构的志愿人员每周都会在这些地方走街串巷，发放香皂，其中一些是含有新型消毒成分的香皂，而另一些则是一般的香皂。他们鼓励人们在6种情况下使用香皂：每天用香皂洗一次澡；每次大便之后、擦拭婴儿的时候，或在吃饭、做饭之前，以及给他人喂食之前，都要用香皂洗手。随后，志愿人员在测试地区收集当地儿童疾病发病率的相关信息，再收集11个控制组地区的相关信息进行参照对比。而志愿人员在这11个地区并不分发香皂。

《柳叶刀》杂志（Lancet）于2005年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卢比和他的研究团队在这篇论文里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一年时间里，住在试验居民区的家庭平均每周能够得到3.3块香皂。在这段时间里，无论试验区的居民使用何种香皂，当地儿童的腹泻发病率都比控制组低52个百分点，肺炎发病率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脓疱疹这种皮肤细菌感染的发病率下降了35%。他们取得的结果让人感到非常震惊。要知道，当地的穷人不识字，居住地十分拥挤，而且不管他们使用何种香皂，他们的饮用水和清洗用水都是受到污染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宝洁公司认为研究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因为添加了消毒成分的香皂并不比普通香皂更加有效，普通香皂就能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虽然贫民窟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糟糕，但使用普通香皂的效果的确让人啧啧称奇。

卢比告诉我说，这个项目的成功秘诀就在于，香皂不仅仅是香皂，它还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因为志愿者并不只是分发香皂，他们还通过分发宣传册或口述向人们说明应该在哪些情况下使用香皂。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仔细查看数据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无论是在实验组居民区还是在控制组居民区，在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每个家庭平均每周的香皂使用量并不是零，而是每周两块，也就是说，他们早就开始使用香皂了。

那么，这项试验到底改变了什么呢？卢比告诉我，有两件事情发生了变化。首先，人们不再因为经济拮据而少买香皂。住在那里的人们并不觉得香皂很贵，大多数家庭都会购买香皂。但是光购买还不够，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经常使用香皂。这项试验让当地的贫困居民不再为香皂而过多考虑经济问题。其次，这个项目让人们学会了更加正确地使用香皂。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其他南亚地区，卢比和他的团队对人们的洗手行为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大便后洗手。他说：“南亚的人民很爱干净。”即使洗手的地方离得很远，在80%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会跑过去洗手。这一数据会让大多数在机场如厕的人感到汗颜。但研究人员发现，当地居民洗手往往不够充分，他们要么洗得太快了，要么只洗大便后的手，或者是用灰或泥土，而不是用清水和香皂进行清洗。

卢比的这项试验的确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志愿者在当地教人们如何正确洗手，教他们要把手充分打湿，均匀地涂抹香皂，用较长时间搓手，最后还要把香皂泡沫冲洗干净，而且不要用衣服来擦洗干净的手。志愿者还教当地居民，在他们原本不习惯洗手的时候也要洗手。

卢比解释说：“当地的人们本来并不习惯在做饭之前，或在给婴儿喂食之前洗手。”香皂本身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卢比说：“宝洁公司提供的香皂非常好闻，而且比当地人平时购买的香皂更容易起泡，人们很喜欢用它来洗手。跨国公司真的很注重顾客的消费体验。而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往往不注重这一点。”还有，人们喜欢从志愿者那里获得免费的香皂，他们将其视为礼物，而且志愿者们不会对他们指手画脚。当地居民收到的不只有礼物，而且还有能够改善他们生活质量并大幅减少疾病发生的基本理念。

促进有效的执行与有效的分权

在回顾这次试验的时候我欣喜地意识到，这不只是一项关于香皂的研究，而且还是一次关于清单的研究。我想知道的是，在解决手术安全问题的时候，清单是否也能像香皂那样简单、廉价、有效，而且能广为传播。手术安全问题涉及很多方面，虽然要开发出简单有效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的清单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也不确定是否真的能够开发出这样的清单，但是当这一建议在会上被提出的时候，其他与会人士却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有人提到了哥伦布儿童医院（Columbus Children's Hospital）的成功做法。他们开发出了旨在减少手术感染的清单。感染是儿童手术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防止感染最有效的方法除了正确使用消毒技巧外，就是在医生切开病人皮肤前60分钟内的窗口期为病人注射预防性抗生素。


注射的时机是非常关键的，待医生下刀后再注射就晚了，但如果注射得太早，等到手术开始的时候，药力就会减退。研究显示，如果抗生素注射的时机恰到好处，那么仅仅是这一项举措就能将感染的风险降低一半。就算是在切开病人皮肤30秒之前匆匆为其注射抗生素，人体的循环系统也有足够时间将药物输送到即将被切开的组织中。



但是，这个关键步骤常常被忽略。2005年，哥伦布儿童医院对各项手术记录进行了检查。他们发现，有1/3以上接受阑尾切除术的患儿没有在正确的窗口期注射抗生素，有的注射得太早，有的注射得太晚，有的则根本没有注射。

这看起来是非常愚蠢的错误，给病人注射抗生素能难到哪里去呢？即便是医学院的学生都不会认为医院会在这种地方犯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在病人被推入手术室的时候，医护人员往往手忙脚乱，最可能被他们忽略的就是这种不起眼的步骤。

给病人注射抗生素应该是麻醉医生的职责。而在那个时候，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让病人安全而平静地入睡。对于一个赤身裸体、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的8岁儿童来说，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手术室里满是陌生人，这些人将要切开他的身体，这会让他感到十分害怕。手术室里的意外状况和干扰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设备会发生故障（“那个红色警示灯应该这么一闪一闪吗？”），再比如病人突然哮喘发作，或者急救医生传呼主刀医生，让他马上赶到急救室。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像注射抗生素这样的步骤就很容易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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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儿童医院的外科主任不仅是一位小儿心脏手术专家，而且曾经还是一名飞行员，他决定借鉴航空业的做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专门为外科医生设计了一份“准许起飞”清单，并将其贴在手术室的白板上。清单上列出的内容非常简单，在手术开始之前，护士要督促手术团队执行检查程序，并口头确认病人的身份和手术具体部位，这些是医护人员在手术开始前本来就要做的事情。不过，这张清单还包括了一个检查项，那就是确认已经给病人注射了抗生素。或者，手术团队已经确认病人没有必要使用抗生素。

这张清单上就是这些内容。但是，要想让手术团队停下来执行检查程序，并将其变成一种习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仅是设置这些检查项目并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这位外科主任将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护士召集起来，并向他们详细说明这么做的原因。

他还做了一件看似奇怪的事情。他设计了一个金属小帐篷，上面刻着“准许起飞”这几个字，并且将其放置在手术器械套件中。这个帐篷有15厘米长，正好可以把手术刀盖在下面。护士必须在手术开始前将这个帐篷放置在手术刀的上面。这样，手术团队就会记得执行检查程序。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在护士同意手术开始，并将帐篷拿开之前，外科医生不能下刀。这是一个微妙的变化，一张小小的清单起到了分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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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张清单能涵盖所有的意外

虽然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但我还是心存疑虑。不错，清单的使用的确让这家医院在手术实施过程中的某个方面得到了显著改善，我很愿意相信他们的手术感染率因此而显著下降。但是，如果我们想让术后并发症的整体发病率也显著下降，那么就必须找到一种综合性的方法，以避免医护人员在手术过程中犯各种各样的错误。

最后，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外科医学系主任理查德·雷兹尼克（Richard Reznick）发了言。他说，他的医院开发了一种范围更广、包括21个检查项目的手术清单，并且完成了这一清单的可行性测试。这张清单旨在帮助外科手术团队避免手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类错误。医护人员要对各个检查项逐一进行口头确认，如是否给病人注射了预防性抗生素，血库是否准备好了病人可能需要的血袋，重要的扫描和化验报告是否在手术室里，以及特殊的医疗设备是否已经就位等。

这张清单还规定，手术团队在手术开始之前必须进行“团队简报”。他们要花一些时间就一些重要事项进行交流，如手术的预计时间有多长，病人的失血量可能是多少，病人是否有其他疾病或需要注意的事项。

雷兹尼克从未听说过建造大师退出历史舞台的故事，但是他本能地想到了建筑行业的解决方法，即通过任务检查和沟通检查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对此，其他一些专家也表示了赞同。


一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胰腺外科医生马丁·马卡里（Martin Makary）给我们看了一张含有18个检查项目的清单。在过去的5个月中，他们医院有11名医生参与了这张清单的测试。还有一些专家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凯泽医疗集团（Kaiser），他们开发的清单有30个项目，比多伦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清单诞生得更早。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清单都遵循相同的设计理念。



世界各地手术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下列4种，它们分别是感染、出血、不彻底的消毒和意外。对于前3种致死原因，科学和经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简单而有效的预防措施。我们自认为这些举措一直实施得很好，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这只是一些简单的错误，经典的清单对于它们非常有用。所以，上述清单都包含了针对这3种致死原因的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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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四种致死原因，也就是意外，与前3种截然不同。这类错误源于手术本身的复杂性。毕竟，我们要给病人开膛破肚，去除他们体内的病灶。不过，这些清单的开发者似乎都清醒地意识到一点：没有一张清单能够涵盖所有意外情况。所以他们一致认为，当此类情况发生时，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让医护人员停下来，进行充分的交流，让他们像团队一样，共同对每个病人面临的独特潜在威胁做出判断。

也许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明摆着的事情，但清单的使用意味着传统手术实施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以前把手术看作是个人表演，外科医生就像钢琴演奏家一样，是演奏大师。所以手术室在英语里不仅叫作“operating room”，还可以叫作“operating theater”（剧院）。后面这种叫法不无道理，因为手术室就是外科医生的舞台。外科医生在灯光下走上舞台，病人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辅助人员各就各位，大师的精彩演出就要开始。

现在，外科手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外科医生认为自己也随着手术的发展而不断改进。我们自认为手术室里的医护人员已经能够像一个真正的团队一样互相协作，但令人尴尬的是，研究发现，其他手术团队成员常常不清楚病人可能会面临什么风险，不清楚自己应该为哪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准备。他们有时甚至不清楚为何要进行某一台手术。在一项调查中，研究者对300位刚刚进行完手术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访问。结果每8个被访者中就有一人报告说，直到主刀医生下刀时，他们才知道手术的具体部位在哪里。


布莱恩·塞克斯顿（Brian Sexton）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的领军人物。他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那就是现在的手术团队距离成为真正的团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一项研究中，他对来自5个国家的1 000位手术室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这些国家分别是美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和瑞士。研究发现，虽然有64%的被访外科医生认为团队的合作质量很高，但只有39%的麻醉医生和28%的护士也持一致观点，麻醉科住院实习医生也这么想的比例更小，只有10%。塞克斯顿还发现，每4个外科医生中就有1人认为，资历较浅的团队成员没有资格质疑资历较深的外科医生所做出的决定。




[image: ]


进行有效团队合作的最大障碍其实不是偶尔暴跳如雷、挥舞着手术刀、让人胆战心惊的外科医生。不错，有些外科医生的确做得比较过火。但实际上，进行有效团队合作的更大阻力来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态度。细致的分工让团队成员只关心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对其他成员碰到的问题不闻不问。殊不知，无论是在手术即将开始的时候，还是满载乘客的飞机滑向跑道的时候，或者是数百米高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这种想法都是非常危险的。而这个问题在医疗行业尤为突出，我在自己的手术室里就碰到过。


几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实习医生的时候，在一次手术中，一位资深的外科医生突然对我身边的另一名住院实习医生大发雷霆，因为这位实习医生对他的手术计划提出了质疑，所以他命令这个没大没小的家伙离开手术台，站到墙角去好好面壁思过。但这位实习医生拒不从命，所以那个脾气暴躁的前辈就把他赶出了手术室，还以犯上为理由，劝说院方给予那个实习医生停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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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工作来说，团队合作可能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靠分工和各自掌握的专业技能。就拿手术室来说吧，你能在那里找到主刀医生、助理医生、助理护士、巡回护士和麻醉医生。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都是大师，每个人都接受了多年训练，这些训练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专家。但是，他们不应该割裂地看待各项任务，认为只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行了，而应该为了更好地实现团队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把看似独立的任务有机地衔接起来，并不断学习用团队协作的方式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

我曾经认为和谐的团队合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偶尔会碰到这样难得的经历，每个人都开足马力，通力合作，积极面对各种困难，整个团队就像一个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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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为一个80岁的老人实施急救手术。在此之前一周，他刚刚做完心脏手术，而且恢复得很好。但在前一天晚上，他的腹部突然开始剧烈疼痛。到了早上，疼痛感进一步加剧了。我到普外科病房探视这位病人，只见他躺在病床上，身体因为疼痛而蜷作一团。他的心跳超过每分钟100次，而且心律不齐，血压也已经开始下降。每当我触碰到他腹部的时候，他都疼得好像要从床上蹦起来一样。

他很清楚自己出了大问题，但他似乎并没有感到害怕。

“我们该怎么办？”他咬着牙问我。

我告诉他，很可能有一个血凝块阻断了他的肠道动脉供血。这种情况就和中风一样，只不过被切断供血的不是脑部，而是肠道。没有了新鲜血液，他的肠道会坏疽，还会破裂。如果不动手术的话，命就保不住了。但就算是动了手术，也未必能挺过去。这类手术的存活率只有50%左右。即使他能走下手术台，等待他的也可能会是很多严重的并发症。他可能需要用呼吸机呼吸，或用插管进食。这个病人已经动过一次大手术，身体非常虚弱，而且年事已高。我问他是否愿意再动一次手术。

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希望我能先和他的妻儿取得联系。我打电话通知了他们，他们也同意动手术。于是，我打电话给调度台说明了情况，让他们马上为我准备好手术室和手术团队，找谁都可以，只要把人凑齐了就行。

在一个小时之内，病人就被送进了手术室。当医护人员在那里集结并准备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团队正在形成。巡回护士杰（Jay）向病人做了自我介绍，并向病人说明在场每一个人的职责。手术助理护士史蒂夫（Steve）已经穿上了手术衣，戴上了无菌手套，站在无菌手术器械旁做好了准备。高级麻醉医生郅（Zhi）正在和他指导的住院实习医生索尔（Thor）进行交流，他们一边准备药物和器械，一边检查手术计划是否有问题。实习外科医生若阿金（Joaquim）手拿导尿管站在我的身旁，待病人入睡后，他会立刻将导尿管插入病人的膀胱。

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我们耽搁得越久，病人坏死的肠子就会越多，病情会变得越来越重，而他的生存希望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渺茫。在场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真正做到换位思考，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并没有说的那么简单。但我的手术团队的确做到了，他们行动敏捷，有条不紊，步调一致。眼下的这台手术非常困难，但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

这个病人个头很大，脖子很短，肺容量很小。所以，在麻醉后给他插入呼吸导管并不容易。但郅已经提醒过大家可能会发生此类问题，大家都做好了预案，他和索尔可能需要的器械也准备妥当了。若阿金和我用手术刀切开了病人的腹部，我们发现他右侧的结肠已经变黑坏死了，但并没有破裂，剩下3/4的结肠和所有小肠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实在是个好消息，因为受损范围不大。但在我们切除病人右侧结肠的时候却发现，剩下的结肠情况也不妙。

正常的结肠看起来应该是健康的粉色，但我们发现病人的结肠上散布着硬币大小的紫色斑块，看来阻塞右侧结肠主动脉的血凝块也阻塞了给左侧结肠供血的动脉分支。所以我们不得不把病人1米多长的结肠全部切除，并实施肠造口术，把他的肠子接入一个用来盛放排泄物的袋子。史蒂夫事先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他让杰拿来我们需要的牵开器。若阿金轻推了我一下，提醒我把病人腹部的切口开得更大一些。我所进行的每一个操作都得到了他的全力协助。我们将病人阻塞的动脉血管一段一段地钳住、切除和结扎。病人的每一处创面都在不停地流血，因为坏疽制造的毒素破坏了血凝功能。但是郅和索尔早就做好了准备，不停地为病人输液输血。实际上，自手术开始以来，病人的血压已经回升了许多。当我提到病人需要接受重症监护的时候，郅说他已经做好了安排，并把情况通知了重症监护医生。

由于我们通力合作，而不是各自为阵，这位病人活了下来。我们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完成了这台手术。病人的重要体征都十分稳定，几天后就可以出院了。病人家属把功劳归于我一个人，但我心里很清楚，少了我的团队我什么也干不成。整台手术就像一曲交响乐一样充满了和谐之美。

那一次，我们的确进行了有效的团队合作。但我还是认为这一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天意让我们这些人在那天下午凑到了一起，并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虽然我和郅经常一起做手术，但我和杰以及史蒂夫已经数月没有合作了，若阿金也已经有很久没有和我同处一个手术室了，而我和索尔只合作过一次。在此之前，我们这6个人从未作为一个完整的团队实施过一台手术。在任何一家大医院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所在的医院有42个手术室，相关的医护人员有1 000多人，你总是能够在团队中找到新面孔。虽然团队合作对于手术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是很难预测的。不知是何原因，当我们这6个人凑到一起的时候，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实在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

激活“团队合作”检查项目

虽然我觉得只有足够幸运才能碰到可以进行有效合作的团队，但上文提到的那些清单的设计者却创造出一种有意为之的可能。他们坚持认为：医护人员应该在手术前就手术的具体情况进行交流，至少要在手术开始前花一分钟时间进行简短的讨论，他们认为这是促进团队合作的一个好方法。橄榄球运动员之所以在每次开球之前聚在一起商讨战术，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这些清单上还列出了一个有助于促进团队合作的检查项目，那就是医护人员在手术开始之前应该熟知彼此的姓名，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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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项内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发的清单写得最为明确：新的团队在手术开始之前，每一个团队成员必须介绍自己的姓名和职务，比如，“我是主刀医生阿图·葛文德”，“我是巡回护士杰·鲍尔斯”，“我是麻醉医生熊郅”。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做法有点矫情，并对其实际效果深表怀疑。但事实证明，这个步骤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各种心理学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不知道彼此姓名的人往往不能很好地合作。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布莱恩·塞克斯顿所做的研究说明，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手术室。


在一项研究中，他和他的团队硬着头皮对刚刚进行完手术且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进行调查。每个被访者都被问及两个问题：在刚刚进行完的这台手术中，你对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情况如何评分？其他团队成员的名字叫什么？研究发现，在半数手术中，团队成员不清楚彼此的姓名。但是，当团队成员知道彼此姓名的时候，他们对于沟通状况的评分显著提高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学者还发现，当护士有机会在手术开始之前介绍自己的名字，并提醒大家注意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时，他们会更加主动地在手术中注意各类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者将这种情况称为“激活现象”。一开始就让人有机会发言，能够提高他们主动参与和表达意见的积极性，能够增强他们的责任感。

这些研究的调查范围有限，得出的结论还不具有普适性。但是这些初步的调查结果让我看到了希望。在此之前，要想提高外科医生的能力并大幅度减少手术对病人造成的伤害，只能依靠加强专业训练和增加医生的实践经验。但在一些城市里，手术团队却对这些不同凡响的清单进行了测试，而且都取得了令人欣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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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还让医护人员避免了许多错误。比如在一次执行检查程序的过程中，手术团队发现，一瓶氯化钾被换成了抗生素。这一错误如果没有及时纠正，病人可能会因此而丧命。还有一次，手术调度室把手术的类型写错了。手术团队得到通知要为病人实施胸廓切开术，这种手术的切口非常大。但实际上，病人需要接受的只是胸腔镜检查，这类手术的切口不到一厘米长。

而在多伦多，研究人员在手术室里实地观察了手术清单的使用效果。虽然他们只观察了18台手术，但在其中的10台手术中，清单让手术团队发现了严重的问题，比如没有在术前为病人注射抗生素，预防意外情况的血袋没有准备好。清单不止一次发现了这些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与病人独特病情相关的具体问题竟然也被发现了。我真的没想到清单能够发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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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伦多研究人员的报告中提到了一个使用脊髓麻醉的腹部手术。在进行这类手术时，哪怕病人只是觉得有一点点疼痛，他也应该及时向医护人员报告这一情况，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麻醉失效了，麻醉医生需要补充麻醉剂。但这个病人有严重的神经疾病，无法用语言进行沟通，只能用手比画进行表达。在手术中，我们一般会固定住病人的手和手臂，以防止病人不经意地用手抓手术单，或触碰外科医生和手术部位。但在这台手术中，如果病人的手和手臂也被固定住的话就会出大问题。在手术开始之前，手术团队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外科医生走进手术室，穿上手术衣，带上无菌手套，走到手术台前。因为需要执行检查清单，他没有直接开始手术，而是停下来和其他成员商讨当天的手术计划，报告里记录了他们的一段对话。

“在麻醉方面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吗？”外科医生问道。

“有一个问题，病人有发音障碍。”麻醉医生答道。

外科医生想了想说：“这可能会让我们无法了解他的神经功能状况。”

麻醉医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道：“我和病人商量好了用手势进行沟通。”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固定他的手臂。”外科医生说。麻醉医生点了点头。手术团队随即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既能让病人的手臂自由活动，但又不会让他抓到手术单。

“我还担心手术室里的人太多了，”麻醉医生继续说道，“噪声和人员走动可能会干扰我们与病人的沟通。”

“我们可以要求在场的人保持安静。”外科医生说。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冗长和含糊不清的代价

这些研究还不足以说明清单能够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宏伟目标，那就是以较低成本大幅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病率，而且项目的效果还要能够被准确测量。但是，在这次日内瓦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致认为，值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手术安全检查清单测试。

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将经过测试的不同清单合并成一张清单。这张清单有3个检查点，每到一个检查点，手术团队就必须停下来完成相关的检查程序，然后才能继续。这3个检查点分别是实施麻醉前、开刀前以及手术结束后患者离开手术室之前。工作小组根据实施时间节点的不同，将有关过敏、抗生素、麻醉设备等的检查项目分别归于不同的检查点之下。他们把所有能够想到的可以提高手术安全性的其他检查项目也都加了进去。他们还在检查表中设置了沟通检查项，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要在手术开始之前知道其他成员的姓名和职责，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对手术计划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发表意见。

我们决定先在全球各地的一些医院进行小规模的测试性研究，世界卫生组织承诺为这项研究提供资金。我感到非常兴奋，对试验的结果非常乐观。回到波士顿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亲自测试一下这张清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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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清单打印出来，并带到了手术室，还把自己在日内瓦获得的启示告诉了护士和麻醉医生。

我说：“我们能不能试试看这张了不起的清单？”清单的内容十分详细，从设备检查到抗生素注射再到术前讨论，无所不包。手术团队的其他成员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我，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行啊，不管你说什么，我们照做就是了。”这不是我第一次想出稀奇古怪、滑稽可笑的主意了，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我把清单交给了巡回护士迪，并让她在恰当的时候进行第一部分检查。15分钟后，我们将要对病人实施全身麻醉，于是我说：“等一下，清单呢？”

迪说：“我已经完成啦。”她把清单递给我看，所有检查项目都打上了钩。

“不不不，每个检查项目都需要经过口头确认，这是一张团队清单。”我说。

“哪里有写？”迪问道。我又看了看清单，她是对的，上面并没有写清楚这一点。

“好吧，还是请你把它念出来。”

迪耸了耸肩，然后开始逐一念出检查项目。但有些项目模棱两可，比如，护士是只需要确认每个团队成员都了解病人的过敏症呢，还是需要说出具体的过敏症名称。这些困惑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有些不耐烦，手术台上的病人也开始变得躁动不安。

“一切都好吧？”她问道。

我告诉她没有问题，我们只是在执行安全检查程序，并请她放心。

实际上，我自己也被这张冗长且含糊不清的清单给惹恼了。我觉得这张清单已经开始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不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关心手术台上的病人了。

那台手术还没结束，我们就停止使用这张清单了。就连在我们自己的手术室里它都不能发挥作用，那就更别指望它能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了。


第6章
人为根本
清单的应急反应机制

●　为什么哈得孙河上的迫降奇迹可以挽救155个人的生命？在危急时刻，你能够反应的时间只有60秒。

●　清单的力量是有限的。在最危急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主角毕竟是人而不是清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建立防范错误的科学。

应对各种复杂的突发状况

在经历了第一次痛苦的尝试后，我做了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去图书馆查阅有关如何制作飞行清单的资料。虽然建筑行业的清单看起来很不错，但建筑工程往往持续数月之久，而外科手术却是分秒必争。时间问题看来是把清单运用于手术的一大限制。不过，飞行员也会面临紧急状况，时间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飞行清单似乎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各种复杂的突发状况。

我曾读过一篇由丹尼尔·布尔曼（Daniel Boorman）撰写的文章，他在波音公司工作，于是，我打电话给他，结果发现他是一名资深飞行员。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直为波音客机编制飞行清单，并参与新机型驾驶舱控制设备的设计。他参与的项目包括波音747—400型飞机及其之后的所有机型。布尔曼是设计波音787梦想飞机驾驶舱的技术骨干，他参与设计的内容包括驾驶控制、显示系统以及清单系统。

他是波音“飞行理念”的缔造者之一。每当你乘坐波音飞机出行的时候，都有一整套理念掌控着飞行员驾驶飞机的方式。比如，在飞行各阶段必须完成的动作或检查项目有哪些，哪些是必须亲自完成的，哪些可以交给计算机去完成，在碰到意外情况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必须有人将波音的“飞行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而没有几个人会比布尔曼更胜任这一工作。他的父辈在70多年前就驾驶过配备了第一代飞行清单的B—17轰炸机。而他多年来研究了数千起坠机事故以及相当严重的飞行事故，创造出了旨在防止人们犯错的科学。

我正好要去西雅图，于是就询问布尔曼我是否能够去拜访他，他慷慨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到了西雅图后，我驾驶着一辆租来的汽车，沿着城郊宽阔平坦的道路驶向波音公司的总部。一排排低矮的长方形建筑出现在我的眼前，这让波音总部看起来就像研究所一样。周围有一所州立大学，所以波音的这些建筑和周围的环境倒是能够融为一体，只不过在建筑群的后面还有停机坪、跑道和机库。


布尔曼走到门口来接我。他51岁，穿着休闲裤和开领牛津衬衫，十足的飞行员派头。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工程学教授，而不太像公司雇员。他带我来到了3—800楼的门前，这是一幢外表平平但功能齐全的办公楼。大楼的门口立着一个展示箱，里面陈列着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有几个穿着银色飞行服的飞行员。展示箱上落满了灰尘，我猜这个箱子可能已经有几十年没人碰过了。试飞部所在的工作区域光线非常明亮，员工的办公隔间是灰褐色的。我们来到位于楼层正中的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只见一摞摞为各航空公司制作的飞行清单手册靠墙堆放着，这些航空公司包括全美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以及联合航空公司等。



布尔曼把一本手册递给我看。手册是用螺旋金属圈装订的，将近200页厚，还贴着许多黄色的标签。早期的飞行清单只是一张卡片，上面记录了飞机在滑行、起飞和降落阶段飞行员必须注意的事项，和现在的手册简直无法相比。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本厚厚的手册究竟该如何使用？当打开手册后我才发现，里面远不止一张清单，而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类别的清单。每一张清单都非常简洁，一般只有几行字，用大号的、容易识别的字体印刷。每张清单都是针对特定情况制作的，所以这本厚厚的手册涵盖了飞行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翻开手册后你首先会看到“正常”清单，上面列出了飞行员日常操作所需完成的主要动作以及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飞行员在每个操作阶段，如启动发动机前、飞机被推出前、开始滑行前等，都必须按照清单逐一完成各项检查。不过，正常清单总共也就只有3页长，接下来的都是“非正常”清单。设计人员列出了他们能想到的所有紧急情况，如驾驶舱冒烟、各种警示灯亮起、无线电失灵、副机长无法操作、发动机失灵等，并为应对每一种情况设计了正确的操作流程。手册涉及的很多紧急情况飞行员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但万一碰到的话，他们就能依靠清单来化解危机。

布尔曼为我详细介绍了一张清单，这张清单讲述了如何处置飞行中前货舱门警示灯亮起这一情况。在飞行途中，如果飞机的前货舱门没有关闭或没有锁好是极度危险的，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前货舱门警示灯就会亮起。布尔曼向我讲述了1989年发生的一起飞行事故，他对此进行了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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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从檀香山起飞，飞往新西兰奥克兰市，机上共载有337人。在飞行途中，前货舱门的栓销因为线路短路而开启。当时，飞机刚刚爬升到6 700米高度，飞机机舱是加压的，这样就能维持正常的空气氧气含量。在这样的高度，飞机货舱门的栓销脱开会造成严重威胁：如果舱内的空气顺着货舱门的门缝外泄，那么机舱内外巨大的气压差就会导致外爆。这就好比在打开可乐罐之前用力摇晃瓶罐，在拉开瓶盖的时候，可乐就会喷涌而出。在这起事故中，货舱门瞬间就被炸飞了，上甲板的几个窗子连同商务舱的5排座椅也随即飞了出去，有9位乘客掉进了大海，相邻座位的乘客仅仅因为系上了安全带而幸免于难，正在走道里为乘客服务的一位空乘人员也差点被吸出舱外，还好一位身手敏捷的乘客死死拽住她的脚踝，她离机身上被炸开的洞口只有几厘米远。

一切发生得太快，飞行员根本来不及阻止灾难的发生。从栓销脱开到货舱门被炸掉，再到乘客被吸出舱外，只过了短短1.5秒时间。后来，波音公司重新设计了货舱门的供电系统，而且增加了额外的栓销，因为这种装置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这样，就算有一个销子脱开了，前货舱门警示灯亮起，那么飞行员也还有时间做出响应。额外的栓销能够为他们争取到防止货舱门被吹走的窗口机会。这时，飞行员就能按照清单进行恰当的处置。

布尔曼解释道，当有栓销脱开的时候，飞行员不应该浪费时间修补舱门，也不应该认为其他的栓销不会脱开，而是应该想办法尽快消除机舱内外的气压差。舱压下降得越多，舱门脱落的可能性就越小。

有一个办法能够很快降低舱内的气压：飞行员可以按下超控开关，打开通气阀门，这样机舱内外的气压差就能够在30秒内消除。不过，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

[image: ]　首先，对乘客来说，座舱突然失压会让人感觉非常难受，特别是耳膜会非常疼痛。婴儿更是无法承受这种剧烈的气压变化，因为他们的咽鼓管尚未发育完全。

[image: ]　其次，在6 000～10 000米的高度降低舱压，就好像把乘客扔到珠穆朗玛峰上一样。由于空气非常稀薄，他们的身体和脑部的供氧会有困难。

美联航的这次事故让我们了解到飞机的货舱门被炸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机舱迅速失压后，乘客和机组所要面临的主要威胁就是缺氧。没有被吸出舱外的人虽然能够远离那个直径达3～5米的大洞，但是，舱内的温度会骤降到冰点，空气的氧气含量也会急剧下降，机组人员会觉得昏昏欲睡，意识模糊。感应装置会自动放下氧气面罩，但飞机的紧急供氧系统只能维持10分钟时间。而且，这套系统还可能彻底失灵，这架客机就碰到了这一状况。

舱音记录器让我们了解到了整个事件的细节：


机长：（脏话）发生什么事情了？

副机长：我不知道。

机长随即通知地面控制塔台飞机出了问题。两秒后，座舱内外就没有气压差了，舱内的空气变得和舱外一样稀薄。

副机长：戴夫，把你的氧气面罩戴上。

机长：对。

副机长：檀香山管控中心，这是美联航1号重型，你是否让我们左转？

无线电：美联航1号重型，指令确认。

副机长：现在就转向。

机长：我的氧气面罩里没有氧气。

随机工程师：你现在想让我干什么？

无法辨识身份的声音：（脏话）

副机长：你还好吗？

机长：还行。

副机长：你有氧气吗？我们没有任何氧气。

随机工程师：我也没有氧气。



后来进行的事故调查发现，爆炸把供氧管路破坏了。机组勉勉强强把飞机降到氧气充足的高度，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随后，他们把飞机开回了檀香山机场，18名机组成员和余下的328名被吓坏的乘客得以生还。

飞行员从这起事故中吸取的教训非常复杂。如果你在1万米高空飞行，此时前货舱门警示灯突然亮起，那么尽快消除机舱内外的气压差以避免舱门外爆脱落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但是，通过按动紧急泄压按钮来达到这一目的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机舱里的每个人都会因此而缺氧。布尔曼说，最好的方法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尽快把飞机降到2 500米左右。在那个高度，可以安全地打开通气阀，消除机舱内外的气压差。因为这一高度的空气已经不太稀薄，人们不会呼吸困难（科罗拉多阿斯潘镇的海拔高度就有2 500米）。上述操作能安全消除因舱门栓销脱开而发生外爆脱落的危险。

解决问题的主角是人，而不是清单

上面提到的这些步骤全都列在了前货舱门检查清单上。布尔曼强调说，这些清单是为机组人员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而精心设计的。波音公司每年要发布100多份飞行清单，这些清单要么是全新的，要么是经过修改的新版本，它们都是由编制人员一丝不苟制作出来的。布尔曼的运营小组简直就是一个清单制作工厂，多年来，他们积累了不少如何让清单变得实用有效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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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曼向我解释说，清单有好坏之分。糟糕的清单模糊不清、不精确，而且冗长、不便使用。总之，就是非常不实用。一些编制人员并不熟悉这些清单的使用环境，他们只是坐在办公桌前闭门造车，并且把清单的使用者当成了傻子，把所有操作步骤都列在了上面。这样的清单只会让人们的思维变得迟钝，而不是变得清醒。

优秀的清单往往非常精确、高效、切中要害，即便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也便于使用。它们不会把所有操作步骤都列出来，清单不会开飞机，它们应该只提醒人们那些最关键的步骤，那些即使是资深的专业人士也可能会遗忘的步骤。总之，优秀的清单非常实用。

布尔曼强调说，清单的力量是有限的。它们能够帮助专家记忆如何操作复杂的程序和设备，它们能够帮助人们搞清楚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并且促使人们进行团队合作。但解决问题的主角毕竟是人，而不是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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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想象，当前货舱门警示灯亮起的时候，飞行员的第一本能反应可能并不是查阅清单手册。毕竟在许多时候，闪烁的警示灯最终被证明只是虚惊一场。飞行可能没有出任何问题，没有噪音，没有爆炸，没有奇怪的“砰砰”声，只有警示灯在那里一闪一闪。地勤人员已经在起飞前检查过舱门，而且没有发现问题。我们都知道，飞行事故的发生概率非常低，大约每50万次飞行才会出现一次状况。所以，飞行员的本能反应很可能是进行仪表故障检查，看看线路是不是出了问题，然后才会想到前货舱门可能真的没有关闭或关紧。

但飞行员之所以会向清单寻求帮助，主要是出于两大原因。首先，他们接受的训练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刚进入飞行学校就会学到，人类的记忆和判断是有缺陷的。为了保障乘客的生命安全，他们必须认清真实情况。其次，清单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无论飞行员受过的教育如何反复强调要相信程序，而不是轻易相信直觉，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盲从。飞行清单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其中有一些让人感到困惑、模棱两可或存在缺陷，但它们还是赢得了飞行员的信任。在命悬一线的时候，飞行员愿意依靠清单渡过难关，这的确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美联航的这起事故让我们看到，飞行员对清单是多么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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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飞行员的处境非常危险，机身残片到处乱飞，机舱的噪声震耳欲聋，他们当时一定会心跳加速，但却要冷静地处理各种状况。除了供氧系统被破坏以外，飞机还出现了其他很多问题：飞机残片飞进了右侧机翼的3号发动机里，使其停车；4号发动机因为被残片击中而起火；机翼外侧的襟翼已经损坏，无法使用；驾驶舱位于机身的前部，虽然机组成员想掌控局面，但他们依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猜测有人在机舱内引爆了炸弹，但并不了解机身的损坏情况到底有多严重，而且也不知道是否还会发生爆炸。即使搞不清楚状况，他们还是需要关闭损坏的发动机，将紧急情况通知空管中心，把飞机降到安全高度，测试飞机的可控性，并判断仪表板上的哪些警报是可以忽略的，哪些是需要立即处理的，最后还要决定是在海面迫降，还是飞回檀香山。如果你想测试机组成员究竟是相信他们的直觉，还是相信程序，那么观察他们在危机中的表现是最好的办法。

他们会做何选择呢？答案是他们抓起了清单手册。


机长：你是不是想让我看一下清单？

随机工程师：是的，我已经把它拿出来了。你准备好了告诉我一声。

机长：我准备好了。

要进行的操作有很多，他们必须明智地选择先做哪些，后做哪些。机组按照清单上列出的程序降低了飞行高度，安全地关闭了两台受损发动机，对飞机的降落能力进行了测试，放掉了多余的油料以减轻配重，并成功地把飞机降落在檀香山机场的跑道上。



对于飞行员来说，清单被证明是值得信赖的。这多亏了布尔曼这样的专家，是他们编制出优秀而实用的清单。显然，我们的手术安全清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制清单必须注意的6大要点

布尔曼告诉我说，在制作清单的时候，有几点需要考虑。

第一，设定清晰的检查点，使用者在这些节点根据清单列出的项目执行检查程序。当然，在某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也需要进行检查，如警示灯亮起或发动机停车。

第二，编制者需要在操作–确认和边读边做这两种清单类型中做一个选择。在使用前一种清单的时候，团队成员先根据记忆和经验完成各自的操作，然后再一同确认是否都做好了。而在使用边读边做清单的时候，使用者一边念出检查项，一边进行检查。这种清单更像是菜谱，所以，在编制新的清单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类型。

第三，清单千万不能太长。有一种说法认为，检查项目的数量应该在5～9项之间，因为人类工作记忆的容量也就这么大，但布尔曼认为不必恪守这一法则。他说：“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某些情况下，你只有20秒的判断时间，但在其他情况下，你可能有几分钟。”

但是，如果某个检查点的停留时间超过了60～90秒，使用者就会觉得不耐烦，他们会偷工减料，跳过一些步骤。所以要尽量让清单做到简明扼要。因此，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一旦跳过就可能会造成严重威胁、但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步骤上。它们被称为“杀手项目”。航空专家会对各个步骤的重要性进行评估，并统计每个步骤被忽略的频率。我对此十分羡慕。

第四，清单的用语要做到精练、准确，语言为使用者所熟悉的专业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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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清单的版式也很重要。检查项目的长度最好不要超过一页，不要排列得杂乱无章，也不要随便使用各种颜色，大小写字母要结合起来使用以便阅读。布尔曼的介绍甚至详细到推荐我们使用像黑体这样的无衬线字体。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编制清单的时候，多少已经考虑到了布尔曼提到的这些要点。当然，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一些改进，让上面的检查项变得更精练、更准确一些。我觉得我们完全有能力轻松搞定它。但布尔曼向我指出，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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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无论在编制清单的过程中多么用心、多么仔细，清单必须在现实中接受检验，因为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布尔曼说，第一稿往往很难通过。编制人员需要对失败原因进行仔细研究，对清单进行改进，并不断测试，直到在各种现实环境中清单都能顺利使用。

我对布尔曼说，在手术中进行试验可不容易。但他对此进行了反驳，因为航空业也容不得一点过错。你不能在飞机飞行途中有意让舱门的栓销脱钩，然后观察机组人员如何处理这一紧急情况，这就是他们为何要使用飞行模拟器的原因。布尔曼说可以带我去参观一下。

我努力掩饰住自己的情绪，不让布尔曼看出我像个孩子一样因为有机会到驾驶舱看一看而感到异常兴奋。我让语调尽量显得非常平静，说道：“好吧。”

是人决定了关键时刻该做什么

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就来到了毗连的一幢建筑内。穿过一扇相貌平平的铁门后，我看见了一个长相怪异、像盒子一样的太空舱。这个太空舱由三根巨型液压支柱支撑。我们来到了一个像平台一样的东西上面。那个太空舱慢慢降到和平台持平的高度，三根巨型液压支柱消失在地板之下。布尔曼带我走了进去，这时我才知道，里面原来是波音777—200ER型客机的模拟驾驶舱。他让我在左侧的机长座位上坐好，而他自己却坐在右侧的副机长座位上。布尔曼教我如何系好飞行员的安全带。模拟驾驶舱的风挡玻璃实际上是由三块等离子屏幕构成的。有人按下了开关，屏幕随即亮了起来。

“你想从哪个机场起飞？”布尔曼问道，“全世界的机场几乎都可以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找到。”

我选择了西雅图的塔科马国际机场。前一天，我乘坐的航班就是在那里降落的。突然之间，机场停机坪的画面就出现在了屏幕上，这让我感到惊喜不已。我们的飞机停在登机廊桥旁，运送乘客行李的小拖车在我们面前开来开去，我还看见远处有飞机在滑行道上滑行。

布尔曼开始带领我执行检查程序。在我左手边的舱壁上有一个凹槽，里面放着清单手册以便随时取用。但这本清单只是备份，飞行员一般会使用多功能显示屏上显示的电子清单。布尔曼调出了一张清单，为我演示如何操作。

“氧气。”他边说边用手指了指氧压表。

“测试完毕，100%。”我应该这样回答。

“飞行仪表。”布尔曼继续说道，随后指了指仪表板上航向和飞行高度的读数。


在起飞前的座舱准备阶段，我们只需完成4个检查项。在启动发动机之前，我们需要完成6个检查项，而且还要完成滑行和起飞简报，机长和副机长会就滑行、起飞计划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简短的讨论。布尔曼将详细的起飞计划告诉了我。



我尽力理解布尔曼说了些什么。他说，我们会从16左跑道正常起飞，起飞的速度大约是每小时100多节。起飞后，我们会根据标准离场程序向东南方向飞行，然后爬升到6 000米高度。我能搞懂的只有这些了。他好像还说了一些有关无线电设置的重要事项，然后开始介绍各种紧急情况的处置预案。如果飞机达到决断速度之前两台发动机都停车了，那么我们将采取紧急制动。如果还有一台发动机能够正常工作，我们将继续爬升。不然，我们将要在附近选择合适的着陆地点。我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点了点头。

“你还有什么注意事项需要提出来吗？”他问道。

“没有了。”我说。

布尔曼启动了引擎。虽然模拟舱里没有真正的引擎，但我还是能够听到发动机加快转速的轰鸣声，我们必须提高嗓音才能让对方听清自己在说什么。


在飞机滑行之前，我们又停下来进行了5项检查：防结冰装置需要开启，而且已经开启；自动刹车设置完毕；飞行控制面检查完毕；地面设备已经清除；没有警示灯亮起。



上面这些清单执行起来很迅速，每张大约只需要30秒就能完成。进行滑行和起飞简报的时间大约是1分钟。布尔曼告诉我说，为了让清单变得尽量简洁，编制人员会在模拟舱中花大量时间对飞行员的使用情况进行观察。他们对每张清单的执行过程进行计时，然后不断加以改进和删减，直到清单上只留下最重要的步骤。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布尔曼让模拟的地勤人员将飞机推出。不管你是否相信，这次由我驾机升空。布尔曼让我用力踩脚舵松开刹车，当飞机开始滑动的时候我感到座舱抖了抖。我用左侧的一个小舵柄来控制前轮的方向，如果将其向上推，飞机就会向右转，反之，飞机就会向左转。我通过调整中央操作台上的油门杆来控制飞机在地面滑行的速度。一开始，飞机就像醉鬼一样在滑行道上扭来扭去。但当我们就要进入跑道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轻松操控飞机的行驶方向了。我将油门杆拉到最小推力的位置，双脚用力蹬脚舵踩刹车，等待塔台发出起飞指令。布尔曼随即调出了起飞前检查清单。

“襟翼。”他说。

“设置完毕。”我说。

我越来越喜欢驾驶飞机的感觉了。这时，塔台通知我们准许起飞。我松开了刹车，布尔曼告诉我应该把油门杆推到什么位置。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加速，一开始速度还比较慢，但不一会儿，飞机就像火箭一样疾速向前冲去。我不断蹬脚舵修正航向，尽力让机头对准跑道中心线。当飞机达到起飞速度的时候，布尔曼给了我一个手势，我随即向后拉操纵杆（我曾经把这个东西当成了方向盘）。飞机腾空而起的感觉非常真实，我觉得自己真的飞到了空中，但是我并不知道模拟舱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只见朵朵白云飘在我们四周，脚下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小。我们慢慢爬升到6 000米的高度。突然，前货舱门警示灯亮了起来。我把这次演练的根本目的忘得一干二净。多功能显示屏上立即出现了清单的前几项内容，但我还是将放在左侧舱壁凹槽里的手册取了出来，因为我想看看整张清单是什么样子。

我注意到，这是一张只有7行内容的边读边做清单，上面的说明告诉我们，前货舱门没有关闭，或没有锁紧，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减小舱门脱落的风险。虽然这只是一次模拟，但我还是感到心跳加速。


清单指导我们如何降低舱压，上面是这么写的：“拉出着陆高度选择旋钮，并调整到2 400米。”布尔曼随即向我指了指顶部仪表板上一个用来控制座舱气压的旋钮，我按照说明进行了操作。

随后，清单指示我们将飞机降低到安全飞行高度或2 400米，两者哪个更高就选择哪个。我推了推操纵杆，让机头下沉。布尔曼把高度仪指给我看。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了2 400米高度，并改成平飞状态。然后，我按照说明，手动打开泄气阀门，并按住按钮30秒，将剩余的机舱内外气压差全部消除。最终，飞机没有爆炸，我们安全了。我很想和布尔曼击掌庆祝一下，我想对他说，有了清单，飞行也没有那么困难啊！




[image: ]


不过，有很多步骤清单并没有详细说明。比如通过无线电通知塔台发生了紧急情况，通知空乘人员做好相关准备，寻找附近最安全的降落机场，还有让人检查货舱门等。这些步骤我没有做，它们都由布尔曼代劳了。他告诉我，在编制清单的时候，他们有意省略了这些步骤。虽然这些步骤也很重要，但经验告诉我们，专业飞行员从来没有忽略过这些必要的步骤。所以，他们不需要把这些步骤放进清单。实际上，布尔曼认为，它们也不应该被放进去。

对于清单应该在复杂的工作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一问题，人们可能会产生误解。无论是对建造摩天大楼的工程师来说，还是对应对险情的飞行员来说，清单都不是无所不包的操作手册，而应该成为帮助使用者发挥专业技能的有效工具，要做到简洁、快速、实用。也正是因为达到了这些要求，清单才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让事故的教训转变为实用的清单

让我再为大家讲述一个有关飞行清单的故事，这是最近发生的一起飞行事故。

2008年1月17日，英国航空公司38号航班迫近伦敦，准备降落。这架飞机是从北京起飞的，已经飞了将近11个小时，机上载有152人。飞机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下降，马上就要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那时刚过正午，空中的云很薄，云量也不多，可视距离超过9公里，风也不大。虽然当时是冬天，但气温有10摄氏度，不算太冷。机上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已经飞过了千山万水、就在马上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会大祸临头。

飞机下降到220米高度，飞过一片居民区，距离机场还有3公里远。此时，飞行员需要稍稍增加推力以减小飞机下降的速度。但突然之间，引擎推力瞬时减小，先是右侧引擎，然后是左侧引擎。此时，副机长正在操控飞机，但无论他怎样用力推油门杆，发动机就是没有任何响应。隆隆的引擎轰鸣声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死一样的寂静。

副机长放下襟翼以增加升力，希望飞机能够滑翔到跑道上。与此同时，他不断蹬脚舵，保持飞机的航向，但飞机的飞行速度下降得太快了，整架飞机就像一块重达160吨的大铁砣一样重重地向地面砸去。英国航空事故调查局（Britain's Air Accidents InvestigationBranch）后来对这起事故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飞机当时的下降速度是每秒7米。飞机在距离跑道400米的地方接地。据估计，当时飞机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200公里。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死亡。这架飞机差一点就会撞进附近的居民区，驾车行驶在机场周围道路上的人们看着飞机直扑而下，他们心想这下自己必死无疑了。更巧的是，这起事故差点引发政治危机，因为当时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正坐车赶往希思罗机场，他将要启程对中国进行上任后的第一次正式访问。一位随行助手在接受伦敦《每日镜报》（Daily Mirror）访问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飞机距离我们的头顶只有几米远，擦着灯柱‘嗖’地飞了过去。”


飞机刚刚掠过机场周边的道路就重重地撞击在跑道前端的草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飞机前轮在撞击时立刻折断，右侧的主起落架脱离了机身，有两个轮子飞了出去，并撞穿了29～30排这一段机身。左侧的主起落架则向上穿透了机翼，1 400升航空燃油随即倾泻而出。有目击者看到机身和地面擦出了火花。但幸运的是，燃油没有被点燃，飞机没有发生爆炸。虽然整架飞机被强大的撞击力彻底毁坏，但乘客们大多毫发无伤。飞机在地面滑行了300多米才停了下来。只有十几位乘客需要住院治疗，他们中伤情最严重的也仅仅是腿部骨折。



事故发生后仅仅过了1个小时，调查人员就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他们分别在1个月和4个月后发布了阶段性调查结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起事故仍是一团疑云。调查人员将发动机、燃油系统、飞行数据记录仪拆了下来，逐一进行检查，但是都没有找到任何引擎缺陷。飞行数据显示，发动机的燃油流量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减小了。所以，调查人员用光纤内窥镜对油路系统进行了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缺陷或阻塞，对燃油阀门以及燃油流量控制电路的测试也没有找出问题来，在油箱内也没有找到任何可能阻塞油路的残片。

为此，调查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燃油本身。测试显示，油箱里装的是一般的A—1航空燃油。由于飞机的航线经过北极圈，调查人员想搞清楚燃油会不会在飞行途中结了冰，从而引起这次飞行事故，然后又在他们能够发现任何痕迹之前解了冻。


飞行数据显示，当飞机飞临中国和蒙古边境的时候，飞机周围的环境气温是零下65摄氏度；而当飞机飞临乌拉尔山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时候，飞机周围的气温下降到了零下76摄氏度。对于需要穿越北极圈的航线来说，这么低的气温并不算异常。虽然A—1航空燃油的凝固点是零下47摄氏度，但航空专家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需要穿越北极圈的飞机都经过了特殊设计以抵御极度严寒，而且飞行时飞行员会一直监测燃油温度。



跨越极地的商业航线于2001年2月开辟。从那时起，已有数千架飞机安全地完成了飞行任务。实际上，在英航那架飞机的飞行途中，飞行记录仪记录到的最低燃油温度是零下34摄氏度，远远高于燃油的凝固点。不仅如此，飞机是在天气晴朗的伦敦上空，而不是在天气恶劣的乌拉尔山上空失去发动机动力的。

但是调查人员还是怀疑飞行路线是事故的诱因之一。他们提出了一套精妙的理论。


航空燃油一般会含有少量水汽，每4升燃油一般不超过两滴水。当飞机穿越极地的时候，燃油里的少量水分会结成小冰晶，悬浮在燃油中。人们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在进行长途极地飞行的时候，燃油的流速很慢，所以小冰晶有时间沉淀下来，并聚积在油箱的某个地方。当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燃油的流量突然加大，这可能会导致聚积起来的冰晶阻塞油路。



可是，调查人员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理论。这就好像有人被发现躺在床上因窒息而死，侦探推测说，室内的氧气分子突然随机跳到了房间的另一侧，进而导致这个人在熟睡中窒息而亡。这一解释在理论上的确说得通，但很少有人真的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不过调查人员并不死心，他们在低温情况下直接向油路注水，小冰晶果然形成了，而且阻塞了油路。

事故发生8个月后，调查人员只能找到这样的解释。每个人都觉得焦虑不安，他们很希望自己能够在相似的事故再次发生之前做些什么。所以，调查人员根据上述未经证实的理论，为飞行员制订了解决这一潜在问题的具体操作步骤。


当发动机失去动力的时候，飞行员的本能反应是推油门杆以增加发动机的推力。但是，如果油箱内有冰晶聚积，那么增加燃油流量只会向油路中增加更多冰晶。所以，调查人员认为，此时飞行员应该反向操作，将油门杆拉回最小推力位置，并保持一小段时间。这样燃油流量就会减小，油管的热交换装置也就有时间融化冰晶，只要几秒钟时间，发动机就能恢复正常工作状态。虽然调查人员提出的理论并没有得到证实，但这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佳解决方法了。



所以，在2008年9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出了具体警告，详细说明了在跨越极地飞行过程中，飞行员应该如何防止冰晶在油箱中聚积的操作规程，还说明了当发动机失去动力后，飞行员应该如何恢复动力的操作程序。同时要求世界各地的飞行员要在30天内知晓相关信息，并且熟练掌握相关操作。最值得一提的是，飞行员真的这么做了，这也正是我为何要讲这个故事的原因。通过它，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很多启示，这不仅是因为上述解决方案涉及清单。但在总结经验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大多数行业在碰到重大事故时都是怎么做的。人们很少会对事故进行仔细调查，医生和教师不会这么做，律师和金融顾问也不会这么做，除非媒体将丑闻公之于众。某些问题可以影响成千上万人，但由于它们往往每次只涉及个别人，所以人们不太会努力寻找导致事故或错误的原因。

不过，我们有时候也会对失败原因进行调查，并想出改进的具体措施。但那又怎样呢？这些发现可能会出现在研讨会上，发表在专业期刊上，或被写入教科书。我们最多也就是发布几厘米厚的指导意见，或制定新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实践会立刻发生改变。人们行为的改变往往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一项医学研究对9种重大治疗发现的影响进行了调查。这些发现意义非凡，如肺炎球菌疫苗不仅能够保护儿童，而且能够保护成人避免发生呼吸道感染这种常见的致死疾病。研究报告说，在美国，医生平均要花费17年时间，才会在半数治疗过程中采纳新的治疗技术。



但像布尔曼这样的专家指出，上述现象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人们懒惰或情绪抵触，而是因为新知识没有被系统地转变为简单、实用的操作方法。如果航空业专家也只是在有了关于航空安全的重要发现时公布厚厚的报告，就像各种医学杂志每年要发布70多万篇论文一样，这些信息就很难被有效利用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止步于此。当航空事故调查员发布了厚厚的调查报告之后，布尔曼和他的团队会埋头工作，努力将这些信息转变为实用的操作步骤。他们会起草一份标准的极地飞行清单，并不断筛选和精简检查项，不断推敲如何设置检查点，如飞行员应该怎样确认发动机失去动力是因为油箱内聚积了冰晶，而不是其他原因。最后，编制小组和飞行员一起在模拟舱中对清单进行测试，及时改正发现的问题，并再次进行测试。

波音团队花了两周时间不断完善和测试清单。每一家使用波音777型飞机的航空公司随后都会收到这张清单。一些公司会直接将其投入使用，但很多公司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进一步修改，这就像学校和医院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操作规程一样，航空公司也是如此，而且波音和航空管理当局也鼓励他们这么做。这也是为什么当航空公司进行合并的时候，飞行员往往会为使用哪一家公司的清单而吵得不可开交。事故调查报告发布1个月之后，成熟的清单就被送到了飞行员手中，或被存进了飞机的计算机里，随后便开始正式投入使用。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真的使用了这些更新了的清单呢？2008年11月26日，相似的事故差点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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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从上海飞往亚特兰大，机上载有247人。飞机飞临蒙大拿大瀑布的时候，飞行高度是12 000米。这时候，2号引擎突然失去动力。后来调查显示，冰晶阻塞了供油系统，事故调查人员先前提出的理论终于得到了证实（后来，波音公司对系统进行了改进，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如果这架飞机当时在飞跃蒙大拿山的时候失去了所有动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上次不同的是，飞行员这次知道应该如何正确处置这一情况，他们根据清单上列出的步骤进行操作。由于飞行员处置得当，发动机恢复了正常工作，机上的247人得救了。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甚至乘客都没有发现飞机出现了异常情况。

我真希望这一幕有一天也能出现在外科手术台上。


第7章
持续改善
保持清单的自我进化能力

●　8家试点医院，医疗水平参差不齐，但持续改善的清单让近4 000名病人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病率下降了36个百分点，术后死亡率下降了47个百分点。

●　就算是最简单的清单也需要不断改进。简洁和有效永远是矛盾的联合体，只有持续改善，才能让清单始终确保安全、正确和稳定。

每个项目都需要适时调整

回到波士顿以后，我让我的研究团队对尚不成熟的手术清单进行改进，让它变得更加实用。我们试图吸取航空业制订清单的经验，让它变得更加清晰、简洁。我们主要采用了操作–确认这种类型的清单，而没有使用边读边做这一类型。这样一来，手术团队就能一方面灵活地完成各种操作，另一方面又能在关键节点停下来，确认是否遗漏了重要步骤。手术清单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最后，我们在模拟手术室里进行了测试。那里实际上是一个会议室，位于我所在的公共卫生学院的大楼里。一个助手躺在会议桌上，他就是我们的“病人”。其他人各扮演一个角色，这些角色包括外科医生、助理外科医生、手术助理护士、巡回护士，还有麻醉医生。不过，在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测试的时候，问题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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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由谁来负责让手术团队停下来执行检查程序呢？我们在编制清单的时候并没有说清楚这一点，但这却不是一个小问题。引起手术室里每一个人的注意需要一定的魄力。一般来说，只有外科医生才有这样的权威和能力。我建议说，或许应该让外科医生负责这项工作。但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在航空业，负责启动检查程序的人是“不把杆的飞行员”。这么做不是没有道理的，“把杆飞行员”可能会因为忙于各种飞行操作而不便执行清单检查程序。不仅如此，分权还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飞行安全不是机长一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每个人都有对飞行操作提出质疑的权利。我的同事认为，如果我们想显著提高手术质量，那么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让更多的人分担责任，分享提出质疑的权利。所以，我们决定让巡回护士启动检查程序。

护士是否需要在清单上做记号呢？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之所以执行清单，并不是想留下什么记录，而是希望手术团队能够停下来进行充分的交流，评估可能发生的问题，共同商讨各种处置措施，尽可能地提高手术安全性。

清单上列出的每一项都需要进行调整。我们仔细测量了每个版本清单的执行时间，并希望每个检查点，也就是麻醉前、皮肤切开前和离开手术室前的检查时间都不超过60秒，但我们还没达到预设标准。如果我们希望清单能够在手术室这样的高压环境下被接受，就必须做到简明扼要。我们必须删除一些检查项目，那些无关病人生死的项目。

放弃比保留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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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在改进过程中，要删除一些项目的确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简洁和有效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删减的项目过多，那么对手术安全性很重要的许多步骤就无法检查，但如果保留的项目太多，清单又会变得十分冗长，不便使用。不仅如此，不同专家对于哪些步骤比较重要意见不一。2007年春天，曾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又聚首伦敦，共同商讨这些问题。结果，到底留下哪些检查项成了大家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比如，欧美的研究发现，时间较长的手术容易让病人形成深静脉血栓，在病人腿部形成的血凝块一旦进入肺部就会产生致命后果。如果为病人注射小剂量的血液稀释剂，如肝素，或给他们穿上压力袜，那么病人形成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就会显著降低。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研究者却认为这么做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的病人不像西方病人那样非常容易形成血凝块，在手术中因为深静脉血栓而死亡的情况极其罕见。此外，对于中低收入国家来说，血液稀释剂和压力袜价格都不便宜，而且过量注射血液稀释剂会产生危险后果，缺乏经验的医生很难把握好分寸。所以这个检查项被删除了。

我们还讨论了手术室火灾这个棘手问题。在手术中，医生往往要使用像电刀这样的高压电设备，它们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产生电弧。而手术室里有一种可怕的助燃剂，那就是高浓度氧气。所以，世界各地的医疗机构大多发生过手术室火灾。这些火灾非常可怕，纯氧几乎可以把任何东西瞬间变成可燃物，如覆盖在病人身上的无菌手术单，甚至是插入他们喉咙的通气管。但手术室火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有效的预防措施，如事先检查氧气有没有泄漏，在不影响手术的前提下尽量降低氧气的浓度，尽量不使用含酒精的消毒剂，避免氧气流到手术部位。只要做到上面提到的这几点，手术室火灾就不会发生。此外，如果手术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在手术开始前都搞清楚氧气阀、警铃和灭火器的位置，就算是火灾真的发生了，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正因如此，与感染、出血和不当麻醉这些手术杀手相比，手术室火灾的发生率很低。


美国每年要进行几千万台手术，其中只有大约100台手术发生了火灾，真正危及病人生命的火灾更是凤毛麟角。但造成病人手术部位感染的手术却多达30万台，每年有8 000多人因此而丧生。与预防感染相比，我们在预防火灾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如果把消除火灾隐患的检查项目也包含在清单里，那么清单就会变得非常冗长，所以我们决定放弃它们。

我们的决策过程并不像进行科学实验那样系统。虽然搞错手术对象或手术部位的情况非常罕见，但是预防此类情况发生的措施很容易执行，而且也被一些国家接受了，其中就包括美国。此外，这类医疗事故很容易引发关注。所以，这些检查项留在了清单上。

我们意识到沟通不畅是造成手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手术开始之前，手术团队成员会被要求进行正式的自我介绍，并简短地讨论手术的关键部分和可能发生的问题。虽然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尚未被证实，但由于团队合作对于手术成功极为重要，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一条留在清单里，以试一试它们的效果。

伦敦会议结束后，我们依次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测试。一个团队在伦敦进行测试，并提出改进意见。随后，香港的团队又开始进行新一轮测试。随着测试次数的增加，清单日臻完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能够拿出一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用的清单了。

最终版本的世界卫生组织手术安全清单（Safe Surgery Checklist）由19个检查项目构成。其中，在实施麻醉前有7个检查项目：

[image: ]　患者本人或家属是否已经确认了患者的身份，并同意进行手术；

[image: ]　手术部位是否已经标记；

[image: ]　是否对患者进行了血氧饱和度监测，该仪器运转是否正常；

[image: ]　患者是否有既往过敏史；

[image: ]　是否存在气道困难和误吸的风险（这是实施全身麻醉最危险的一个地方），所需设备和辅助人员是否已经就位；

[image: ]　是否存在失血量大于500毫升的风险，儿童为每千克7毫升；

[image: ]　必需的中心静脉置管、血袋和补液是否已准备就绪。

在切开患者的皮肤前，手术团队还要进行7项检查：

[image: ]　团队所有成员对各自的姓名和职责是否进行了自我介绍；

[image: ]　团队成员是否确认了患者姓名、手术名称和手术部位；

[image: ]　在手术前60分钟内是否给患者注射了预防性抗生素；

[image: ]　是否已展示手术所需的扫描和影像资料；

[image: ]　有关手术的关键信息是否已经讨论过，主刀医生是否介绍了手术的关键步骤是什么，手术需要进行多长时间，预计病人的失血量是多少，相应剂量的血袋是否已准备就绪；

[image: ]　麻醉医生是否评估了麻醉计划，是否还有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要提出；

[image: ]　护士是否确认设备已经就位、消毒已经完成，是否还有其他注意事项需要提出。

在手术结束后患者离开手术室前，还要进行最后5项检查，巡回护士必须对下列事项进行口头确认：

[image: ]　记录里的手术名称和刚刚完成的手术是否一致；

[image: ]　手术器械、敷料和针头是否清点完毕；

[image: ]　需要进行病理检验的组织标本是否已经标记；

[image: ]　是否存在需要解决的设备问题；

[image: ]　主刀医生、麻醉医生和护士是否说明患者术后康复治疗方面的注意事项，是否确定没有重要信息遗漏，是否已就重要问题进行了沟通。

当然，手术的整个过程远不止这19个步骤，但我们希望能够像建筑专家那样化繁为简，用为数不多的检查项目确保一些重要的步骤没有被遗漏，如确认抗生素是否已经注射、病人有无过敏症、患者的身份是否得到确认等。我们还用一些沟通检查项来确保手术团队成员切实进行团队合作，确保他们对手术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为此做好了准备。至少我们希望这张精心设计的清单能够发挥这些作用，但我们能否如愿以偿呢？

设置清晰的测试标准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决定在全球8家医院对手术安全检查清单进行实地测试。这一大规模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对人数不多的研究团队和数目不大的研究经费来说，这样的研究还是可以完成的。有很多医院申请参加这个项目，所以我们设置了一些选拔标准。

首先，医院的负责人必须会说英语。虽然我们可以将英文的清单翻译成不同语言的版本，但如果8家医院的负责人说不同的语言，我们没有能力维持那么复杂的日常沟通。

其次，医院所在地的安全必须没有问题。我们收到了一家伊拉克医院的热情申请。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由于伊拉克战乱不断，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接受这一申请。

再次，参加测试的医院必须具有广泛的多样性，既要有来自富裕国家的医院，也要有来自贫穷或中等收入国家的医院。这一决定让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觉得很错愕。他们解释说，世界卫生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帮助贫穷国家，在富裕国家收集数据的高额成本，可以用来帮助贫穷国家做更多事情。但我去过很多医院，其中既有印度的乡村诊所，又有哈佛大学先进的医疗中心。我去的地方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手术中那些可以避免的错误依然会反复发生。所以我认为清单可以在任何地方发挥作用。况且，如果试验在高收入国家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就更容易劝说较不发达地区的医院采纳这一措施。所以我们做出决定，只要较为富裕的医院愿意承担所有或大部分研究经费，他们就有资格入选。

最后，参选的医院还必须允许我们的研究人员在清单投入使用之前和之后客观地对其手术并发症发病率、术后死亡率和失误率进行调查。这对医院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大多数医院，甚至是高收入国家的医院，对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现状其实并不了解，客观的调查可能会让他们感到难堪。虽然这些条件比较苛刻，但我们还是如愿在全球挑选出了8家试点医院。


在8家医院中有4家来自高收入国家，它们也是全世界顶级的医疗机构，其中包括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edical Center）、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伦敦的圣玛丽医院（St.Mary's Hospital）和新西兰最大的奥克兰市立医院（Auckland City Hospital）。另外4家医院来自中低收入国家，但他们的接诊量也非常巨大，这4家医院分别是马尼拉的菲律宾综合医院（Philippines General Hospital，这家医院的规模是上述高收入国家医院的两倍）、约旦阿曼的哈姆扎王子医院（Prince Hamza Hospital，这家医院是约旦政府为了向数量急剧增加的难民提供医疗服务而新建的）、新德里的圣史蒂芬医院（St.Stephen's Hospital，这是一家城镇慈善医院）和坦桑尼亚伊法卡拉的圣弗朗西斯区医院（St.Francis Designated District Hospital，这家医院要为附近的100万农村人口提供服务）。



这些医院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看似有些不靠谱。在高收入国家，人均医疗费用达到数千美元。但在印度、菲律宾和东非，人均医疗费用连10美元都达不到。就拿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来说吧，它每年的预算超过10亿美元，是坦桑尼亚全年医疗费用总和的两倍。这8家医院实施的手术也有天壤之别。

高收入国家的那些医院往往装备精良，人才充沛，从机器人前列腺切除术到肝脏移植，什么样的高难度手术他们都能做。对那些普通的日间手术更是不在话下，如疝气修补术，乳房活组织检查，还有为慢性中耳炎患儿排除耳内脓液所做的鼓膜置管术。

对缺少资源和人手的低收入国家医院来说，他们优先考虑的是急救手术，如为难产的产妇实施剖腹产，或是挽救事故重伤患者的生命。即使是进行相同的手术，如阑尾切除术、乳房切除术，在断裂的股骨中打入钢钉等，这些手术在不同医院除了名称相同外，其实质内容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在资金不足的医院里，医护人员往往缺乏训练，他们的设备非常简陋，而且病人被送来的时候往往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比如阑尾可能已经破裂，乳房肿瘤的个头可能已经长得很大，股骨不仅断裂，而且可能已经开始感染。

但我们还是对这8家医院进行了研究。毕竟我们的目标不是对它们进行一一比较，而是测试清单能否提高手术的安全性。我们在这些医院的所在地招募了研究人员，并就如何收集有关术后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病率的准确信息对他们进行了培训。我们制定的评价标准是比较保守的，只有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才会被记录，如肺炎、心脏病发作、再次手术或出血量大于4个单位的大出血和严重的伤口感染等，而且只有在医院实地发现的并发症才会被记录，研究人员不能引用其他报告资料。

在清单投入使用之前，我们对每家医院的4个手术室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跟踪观察，这就像是对世界各地医院的手术质量进行活体检查一样。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调查涉及的成人患者近4 000人，其中有400多人发生了术后并发症，有56人不幸死亡，将近半数并发症与感染有关。另外1/4的并发症与手术的技术问题有关，手术团队不得不把病人再次推进手术室进行止血，或修复遗留问题。并发症的整体发病率在6%～21%之间。需要指出的是，在被调查手术室里进行的手术往往难度较大，较为简单的手术情况会好一些。但调查数据证明了我们的观点，无论医院在什么地方，手术都是充满风险和危险的。

我们还发现每家医院都有巨大的改进空间，这一点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比如，没有一家医院规定手术团队必须在手术前对病人的失血量进行评估，并做好相应的准备，也没有一家医院规定医护人员在手术前必须就手术的具体情况进行简短的交流。我们对各家医院医护人员执行6个安全步骤的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些步骤分别是：

[image: ]　及时给患者注射预防性抗生素；

[image: ]　对患者进行血氧饱和度监测；

[image: ]　确认患者是否存在气道困难；

[image: ]　口头确认病人的身份和手术名称；

[image: ]　为失血量较大的病人安全插入中心静脉置管；

[image: ]　在手术结束后清点手术器械、敷料和针头。

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步骤，就像飞行员在起飞前要对升降舵进行解锁一样。但我们却发现，此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比比皆是。即便是在表现最佳的医院里，医护人员至少没有完成其中一个步骤的比例达到6%。也就是说，每16个病人就会碰到一次失误。但8家医院的整体平均失误率更加可怕，无论当地的经济状况如何，遗漏至少一个步骤的比例占到手术总数的2/3。全球的手术安全状况是多么不容乐观啊！


[image: ]


从2008年春天开始，所有试点医院开始使用包含19个检查项、执行时间长达两分钟的清单。我们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只要把这些清单放进手术室里就能改变一切，医院的负责人需要系统地将这一做法纳入医院的日常运营之中。接受培训的不仅有外科医生，而且还有麻醉医生、护士和其他相关人员。我们将各家医院不足之处的详细数据交给了他们，这样医护人员就能明白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些PPT演示文件和YouTube视频。其中一段视频的标题是“如何正确使用手术安全清单”，另一段视频可能更加有趣些，标题是“如何错误使用手术安全清单”。这段视频想要告诫大家，在使用清单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犯错。

我们还要求医院负责人首先选定一个手术室进行推广，手术团队最好是由外科主任医师、资深的麻醉医生和护士组成，他们一定会发现一些小问题。

每家医院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当地的专业用语习惯，对检查项的顺序和措辞进行调整。一些医院使用经过翻译的清单，还有一些则表示他们要增加额外的检查项。对某些医院来说，清单的使用将带来系统性的改变，如在手术室里存放更多的抗生素。我们希望先期进行试验的手术团队用他们的经验和耐心对清单进行必要的修改，而不是不经努力就彻底否定清单。

清单的有效使用还需要手术室里的文化发生变革，因为医护人员的责权和预期会发生改变，医院管理层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大胆猜测，如果在项目一开始的时候，管理层就让大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大力支持清单的推广，那么医护人员就会更加容易接受这一新举措。

推广，就是更大的跟踪改善

我和我的团队奔赴世界各地跟踪试验进展。我从未见过这么复杂多样的手术环境，不同医院之间反差之强烈，所碰到的问题种类之繁多，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坦桑尼亚的那家试点医院距离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有300多公里远，连接两地的只有一条单车道泥土路。每当雨季到来的时候洪水肆虐，这条生命线就会被切断，有时医院会数周无法得到药品和麻醉气体等补给。在那里等待接受手术的病人有数千人之多，但外科医生却只有5个。麻醉医生的人数更少，只有4个，而且没有一个麻醉医生持有医学学位。


手术用血大多是由病患家属提供的。当血量不够的时候，医护人员会毫不犹豫地挽起袖子。为了节省麻醉药品，他们通常为病人实施脊髓麻醉。此前我根本无法想象某些手术竟然能够在脊髓麻醉的情况下实施。他们会在消毒后多次使用手术手套，一直用到手套破了洞为止。他们还自制纱布，每天下午茶的时候，护士和麻醉医生会围坐在一张老旧的木桌旁，根据第二天手术的需要，将一卷卷白棉布剪成大小合适的纱布。



与坦桑尼亚的医院或印度的农村诊所相比，德里那家慈善医院的条件要好很多。它的供给更加充沛，医护人员的素质也更高，但它要为这座城市的1 300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医院共有7名接受过完整培训的麻醉医生，但他们每年要进行两万台手术。新西兰的试点医院虽然每年也要实施相似数量的外科手术，但那里有92名麻醉医生。印度的医护人员还要面临许多问题，如设备短缺、停电。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等待接受手术的病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即便如此，我很少听到他们怨天尤人。而在美国，你经常可以听到医护人员牢骚满腹。

这些医院并不只是贫富悬殊，它们在其他方面也非常不同。实际上，每家医院都是非常独特的。就拿伦敦的圣玛丽医院来说吧，这家医院已经有150多年历史了，占据了伦敦帕丁顿的一个街区，医院的大楼是由红砖和白色岩石建成的。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928年在此发现了青霉素。现如今，在达西·德纳姆勋爵（Lord Darzi of Denham）的领导下，这家医院的外科依然是全球微创手术和手术模拟领域的先锋。


圣玛丽医院非常现代，设施先进，曾经吸引了很多社会名流，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就在此出生，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严重残疾的儿子也在此接受治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家医院只为权贵提供服务，它依然是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一家公立医院，并一视同仁地为各层次英国公民提供医疗服务。



我把圣玛丽医院的16个手术室逛了个遍，它们和我们医院的手术室看起来非常相似，设备齐全，技术先进，但两地医院手术的具体实施程序却存在巨大差异。在那里，病人是在麻醉之后才被推进手术室的，这意味着清单的第一部分必须进行修改。此外，那里的麻醉医生和巡回护士也不戴口罩。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对医疗事业的亵渎。但我不得不承认，远离病人手术部位的医护人员是否有必要戴口罩还有待证明。那里的医护人员使用的术语我几乎都不熟悉，虽然我们说的都是英语，但我常常搞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约旦试点医院的手术室环境也让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约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里的手术设备比较陈旧，而使用频率却很高，在手术室里找不到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不过，这样的条件我完全可以接受，也可以适应。那里的手术质量看起来也很不错。访问期间，我碰到了一个伊拉克籍的外科医生。他在巴格达学医，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做医生。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财产和工作，与家人一起逃到了约旦。萨达姆·侯赛因在执政的最后几年把伊拉克的整个医疗系统都掏空了，而在此之前，巴格达是整个中东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位医生告诉我说，约旦似乎已经取代了当年巴格达的地位，他觉得自己能够来到这里很幸运。从对话中我了解到，每年有20多万外国人到约旦求医，给这个国家带来了10亿美元的收入。

在约旦，男女地位非常不平等。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在手术室里，这种不平等多多少少被打破了。


刚到那里的时候，我曾经坐在一家餐馆外面观察从我身边经过的人。我发现，男性和女性几乎被完全隔离。大多数妇女用头巾把头发盖住或包起来。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位20多岁的外科住院实习医生。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看了一场电影。他告诉我说，自己已经和一名女研究生交往了两年时间。我问他花了多长时间才看到对方的头发。

“我从没见过。”他说。

“别糊弄我了，难道真的没见过？”

“真的没有。”他的女朋友偶尔会露出一小缕头发，所以他知道女友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即便是对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以比较西方的方式来恋爱的年轻人来说，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在手术室里，所有外科医生都是男性，大多数护士都是女性，麻醉医生的性别比例则是对半开。这个国家的社会等级如此森严，我很怀疑清单有效使用所需的团队合作是否真的能够在这里实现。手术室里的女性依然戴着头巾，她们中的大多数会回避男性的目光。但我渐渐发现，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等级森严。只要有必要，医护人员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条条框框。


在我观摩的一次手术中，外科医生下意识地用手调整了一下无影灯，弄脏了自己的手套，而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但一旁的护士却看得真真切切。

“你必须更换手套。”护士用阿拉伯语说。（有人把她的话翻译给我听）

“没什么问题。”医生说。

“不行，”护士坚持说，“别做傻事。”随后，她帮助医生更换了手套。



虽然这8家医院的差异十分巨大，但它们毕竟是医院，我们实施的毕竟是外科手术，所以很容易在彼此之间找到共通之处。你总会发现有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但也充满了恐惧。病人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你，相信你能挽救他的生命。无论在哪家医院你都会发现，手术室里的医护人员各司其职，竭尽全力，为的就是不辜负病人给予他们的信任。

当然，清单的推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应用过程中，我们会时不时地碰到一些小问题。比如在马尼拉，每四台手术才能分配到一个护士，因为训练有素的护士都被美国和加拿大的医院挖走了。前来补缺的医学院学生还非常稚嫩，哪里敢负责启动检查程序。所以我们必须劝说麻醉医生来承担这项职责。而在英国，当地的医护人员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他们独有的麻醉程序来改动清单。

学习总是有个过程的。无论清单看似多么简单，如果你以前没有养成使用它的习惯，那么现在要迅速养成这种习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手术团队会忘记执行其中的某个部分。特别是手术结束后，病人即将被推出手术室时进行的那部分检查。另外一些时候，医护人员觉得一丝不苟地执行清单太困难了。这倒不是因为检查程序非常复杂，而是因为觉得有些话碍于情面不太好说出口。


护士在手术开始前发现病人没有注射预防性抗生素，依照程序，整个团队必须停下来，待病人注射完以后才能继续手术。但这么做可能会让爱面子的其他成员感到难堪，让希望维护团队表面和谐的人难以启齿。手术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风格，特别是外科医生，他们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喜怒无常，有的则滔滔不绝，很少有人知道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风格以便使团队进行充分交流。



至于每个人是否应该在手术开始前对自己的姓名和职责进行自我介绍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冲突很大。从德里到西雅图，护士们对这一环节都非常赞成，但一些外科医生却觉得这个环节非常烦人。不过，大多数医生还是接受了这一做法。

请注意，我说的是大多数，而不是所有人。在世界各地的试点医院，我们都曾被赶出手术室。有的医生曾对我们说：“执行这张清单实在是浪费时间。”在一些地方，管理层会斥责不听话的医生，并强迫他们使用清单。但我们并不鼓励这种做法，强迫只会引起更大的反弹，这种抵触情绪会传染给其他团队成员。我们希望管理层在介绍这张清单的时候，只是将其描述为一种简单的工具，一种可能会提高手术安全性的工具。毕竟，这张清单的效果还有待证实。持有反对意见的医生也可能是对的，这或许又是一次善意而徒劳的尝试。

虽然我们碰到了一些抵制，但试点工作很快就在各家医院全面展开了。在我们进行跟踪研究的每个手术室里，每台手术的进行都少不了这张清单，我们还对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进行了调查。当一切步入正轨后，我回到波士顿等待试验结果。

调查的有效性

对于试验究竟能取得怎样的结果，我心里实在没底。在清单投入使用之后，我们只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跟踪调查。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改变，应该可以归因于清单的使用，而不太可能是由医疗技术改善等长期趋势变化造成的。但我担心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变是否真的会发生。手术团队还在不断磨合，也许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学习。而且说心里话，他们得到的帮助实在是非常有限，我们既没有为他们增添设备，又没有为他们增加人手或其他医疗资源。贫穷的医院依然很穷，我很怀疑在切实提高他们的医疗条件之前，可能真的很难发生什么改变。毕竟，我们只给了他们一张包含了19个检查项目的清单，他们接受的培训也只是学习如何使用它。虽然竭尽全力让这张清单变得简明扼要，但我们或许做得有些过火了，去掉了太多不该去掉的部分。也许，我们根本不该听从航空专家的建议？

但渐渐地，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

[image: ]　在伦敦圣玛丽医院进行的一台膝关节置换手术中，手术团队在执行检查程序的时候意识到，他们准备的人造膝关节尺寸大小不对，而且在医院里找不到正确尺寸的备件。幸好医生还没有下刀，否则悲剧就无法挽回了。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曾经猛烈抨击清单。但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他立刻180度大转弯，成了清单的支持者。

[image: ]　在印度的试点医院，手术清单的使用暴露出了当地手术流程的固有缺陷。以前，病人是在手术室外的等候区接受抗生素注射。但手术往往会延误，医护人员在使用了手术清单后意识到，早先注射的抗生素很可能在手术开始前数小时就已经失效了。所以，医生根据清单对手术流程进行了改进，现在他们会等到病人被送进手术室后才为其注射抗生素。

[image: ]　而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养成使用清单的习惯非常容易。但我更加关心的是，清单是否帮助他们发现了潜在问题。她告诉我，这一举措的确暴露了很多问题，如抗生素没有及时注射，设备没有就位，其他注意事项被忽略等。不仅如此，她还认为，手术清单能够帮助整个团队更好地应对手术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如发生病人大出血或碰到手术技术难题。她说：“我们的团队合作越来越好。”

这些故事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希望。

2008年10月，试验结果出炉了。我有两个研究助理，他们都是普外科住院医生。其中一个名叫亚历克斯·海恩斯（Alex Haynes），他全脱产协助我进行调查。海恩斯花了一年多时间，在8家医院组织整项研究，并且把所有数据都整理好。另一个助理名叫汤姆·韦泽（Tom Weiser），他在这张清单的开发上已经投入了两年时间，并负责对数据进行复查。为了确保分析结果准确无误，退休外科专家威廉·贝里（William Berry）对所有试验程序和数据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终于，在某一天的下午，他们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亚历克斯说：“你该看看这个。”他把一沓统计表放在我面前，并向我一一介绍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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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觉得我当时一定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然后冲出房间边跑边叫：“我们成功啦！我们成功啦！”但我并没有这么做。实际上，我一下子变得非常非常紧张。我一头扎进这一堆堆统计数据中，寻找能够推翻这些分析结果的错误和问题。

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只是一种巧合，与清单的使用无关呢？我努力猜测其他能够解释这一结果的原因，如手术团队在使用清单后实施的高风险手术和急救手术比较少，所以统计数据显示良好。于是，亚历克斯又对数据进行了一遍分析。结果显示，我提出的这些假设并不成立。事实上，在清单投入使用后，急救手术的数量甚至比以前更多了一些，而且各类手术的比例，如产科、整形外科、胸部和腹部手术的比例并没有发生改变。

那么，这会不会是霍桑效应造成的呢？也就是说，因为有人在手术室里进行观察，所以手术团队变得更加谨慎，工作也变得更加卖力了，而我们却误认为是清单的功劳。毕竟，在研究涉及的手术中，研究人员对其中的20%进行了实地观察。但研究团队反驳了我的观点，因为项目一启动，研究人员就进入了手术室开始进行实地观察。但在清单使用前，各项指标并没有显著改善。而且，我们还记录了研究人员对哪些手术进行了实地观察。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无论研究人员是否在场，各项指标都因为清单的使用而显著提高了。

好吧，我又提出了一种假设，清单会不会只在某些地方，如贫穷国家的医院里发挥作用？但调查数据显示，虽然4家高收入国家的医院的初始并发症发病率的确较低，但是清单的使用还是让这些医院的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病率下降了1/3，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研究团队向我逐一介绍了各家医院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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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是真实有效的。

沟通质量的改善是关键

2009年1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迅速发表了我们的试验成果。实际上，在我们将分析结果告诉试点医院的时候，其他各相关方就已经得知消息了。华盛顿州的很多医院在听到西雅图医院的试验结果之后，纷纷主动尝试使用清单。很快，他们就与保险公司、波音公司和政府结成了同盟，在全州范围内全面推广清单的使用，并对相关数据进行记录。在英国，圣玛丽医院的外科主任达西勋爵恰巧被提名为卫生部长。当他和英国驻世界卫生组织最高代表利亚姆·唐纳森爵士（Sir Liam Donaldson，唐纳森爵士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手术清单的推广）看到研究结果的时候，他们也在全英国范围内发起了推广这一举措的运动。

然而，外科医生的反应比较复杂。虽然执行检查程序并不像他们原先担心的那样占用太多时间（实际上，在一些医院里，这一举措还节省了一些时间），但一些医生仍提出异议，认为我们的研究并没有说明清单到底是如何发挥巨大作用的。

然而事实证明，在8家试点医院里，我们的确观察到医护人员在手术安全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更加注意为病人及时注射预防性抗生素，在手术前严格确认病人的身份和手术名称，在手术中更加注意监测病人的血氧饱和度。但是，这些改进无法解释为何一些不相关的并发症，如大出血的发生率也显著下降了。我们分析，手术团队成员之间沟通质量的改善是关键所在。在清单投入使用后，我们对刚刚走出手术室的医护人员进行了随机调查。结果，医护人员对团队合作质量的打分与病人术后的恢复状况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团队合作质量改善得越多，术后并发症的发病率下降得就越多。

也许，医护人员的反馈意见最能说明问题。有250多名医护人员，其中包括外科医生、麻醉医生、护士以及其他人员，在清单投入使用3个月后匿名填写了调查问卷。起初，大部分人对这一举措是否能够奏效表示怀疑。但使用了清单后，80%的被访者认为清单便于使用，耗时很少，并能提高手术的安全性；有78%的被访者在自己的工作中凭借清单发现过隐患。

但还是有人表示怀疑。毕竟，还有20%的被访者认为清单不便使用，耗时过多，而且并没有提高手术的安全性。

不过，我们还让被访者回答了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要接受手术，那么是否希望手术团队使用清单？”

结果，有93%的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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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清单，让世界更简单

●　一张清单，竟然让投资家旗下的投资组合市值增长了160%；一张清单，得到全世界2 000多家医院的积极推广且成效显著。

●　每个人都会犯错，别再让相同的错误一再发生，别再让我们为那些错误付出沉痛的代价。清单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印在心上的。我们别无选择，清单，正在一步步变革我们的生活，变革这个复杂的世界……

超越复杂性

有一个机会就放在我们面前。这个机会不仅属于医疗行业，几乎每个行业都能利用它。即便是最资深的专家，也能通过它寻找错误和失败的原因，并制订相应的检查项目来显著提高自己的业绩。但我们真的会这么做吗？我们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晰。

就拿手术安全清单来说吧，这份清单能够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病率。如果有人发现了某种效果一样好的新药，那么他们就会请名人在电视上做广告，大肆进行宣传。推销员则会忙着请医生吃饭，希望他们能够给病人使用这种药物，政府则会斥资对其进行研究。丰厚的利润会吸引更多制药公司对这种药物进行改进，并生产出效果更好的新药。如果清单是一种医疗设备，那么外科医生会在展示会上争相尝试，然后缠着管理层，吵着嚷着让他们引进这种新设备。而这些坐办公室的人，也不得不为了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而答应外科医生的请求。


手术机器人就是这么火起来的，每台价值170万美元的2 200台遥控机器人的诞生，就是为了让医生在进行腹腔镜手术的时候动作变得更加灵活，并尽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外科医生对其垂涎三尺。其实，此类机器人的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成本，而它们的效果并不比标准腹腔镜手术好多少。不过，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医院还是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采购这些设备。



与之相比，清单受到的待遇又如何呢？人们并未对其置之不理。自从试验结果公布以来，有十几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对其进行了推广，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法国、爱尔兰、约旦、新西兰、菲律宾、西班牙和英国。一些国家还对清单的使用效果进行了进一步跟踪，这对确保清单的成功推广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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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息的确非常鼓舞人心，但要让医生全面支持这一举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清单的使用往往是出于外力的影响，如指手画脚的政府卫生官员，外科医生对他们多少有点抵触情绪；再比如伸长耳朵，到处打探消息的医院安全官员，在外科医生的心目中，他们和小时候学校里的校规巡视员一样令人反感。有时候，负责推广的是外科主任，这意味着外科医生尽管不敢当面抵触，但他们会认为上司有越俎代庖之嫌。他们会想：这是我的病人、我的手术室，我怎么做手术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对手术全权负责，他们凭什么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既然外科医生已经开始使用清单，即便他们有些不情愿，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结果是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吗？

未必如此。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让医生们在检查项旁边乖乖打钩，而是要培养注重合作和纪律的文化。如果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的话，那么这张耗时两分钟的清单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手上的这张清单只能帮助外科医生们发现手术中一些共有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能够使用这一方法做更多事情。


我们可以为髋关节置换手术、胰腺手术、主动脉瘤修复术制作专门清单；再比如，我们可以对每一种大型手术的操作过程进行研究，找出可以避免的常见问题，最后用清单来消除这些隐患。我们甚至可以像航空业那样，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制订紧急清单。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约翰告诉我的那个故事，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忘记了血钾水平过高也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如果有相应的紧急清单，这类问题就不会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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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手术室外，医生也要面对很多挑战。这些挑战也很危险，也非常容易诱发错误，其中包括对心脏病、中风、药物过量使用、肺炎、肾衰竭、癫痫等这些病症的治疗；还有一些情况看似没有那么复杂危急，如对病人的头痛、胸部疼痛、肺部结节和乳房肿块进行诊断，实际上这些情况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它们都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在日常诊治过程中，清单也是值得使用的。优秀的清单能够像听诊器一样成为医生和护士的好助手（其实研究显示，听诊器并未在诊断过程中发挥多大作用）。关键问题是，医疗行业的特定文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对此，我们还不能给出清晰的答案。

改变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在《不可或缺的那些东西》(1)这本书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不但讲述了美国第一代宇航员的故事，而且还记录了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


在20世纪50年代，极端危险的试飞工作主要靠像查克·耶格尔（Chuck Yeager）这样的王牌试飞员来完成。他们驾驶推力巨大、难以驾驭的复杂飞行器冲向蓝天，将生死置之度外。据统计，有1/4的试飞员最终以身殉职。试飞员必须英勇、睿智。不仅要集中注意力，而且还要随机应变，这些就是沃尔夫所说的“不可或缺的那些东西”。



但是，随着控制飞行风险的知识不断积累，随着飞行清单和模拟器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复杂，试飞的危险系数正在不断下降。谨慎和一丝不苟成了更加重要的决定因素，试飞员从此不再像摇滚明星那样叱咤风云。

相似的过程也发生在医疗行业。对于最复杂、最危险的那些工作，如手术、急救和重症监护等，我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完成它们。但是这些方法的使用需要我们大刀阔斧地改变传统文化，特别是改变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在高风险的复杂情况下，专家的胆大心细才是最重要的，这些也属于沃尔夫所说的“不可或缺的那些东西”。清单和标准的手术程序与这些东西格格不入，这也是很多人对清单的使用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

当然，如果缺少了勇气、睿智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医生光靠清单是不能治病救人的。医学是一门超级复杂的学问，如果少了建立在扎实专业基础之上的勇气，没有人能够成为优秀的医生。但与此同时，一名优秀的医生也应该学会如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团队合作。

别让“可卡因头脑”作祟

还有很多行业看到了清单这个机会，但对于它的抵制也同样无处不在。金融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我和穆尼斯·帕巴里（Monish Pabrai）进行了交谈，他是帕巴里投资基金（Pabrai Investment Funds）的合伙人之一，这家基金管理公司的总部位于加州欧文市。我最近碰到了3位将清单从航空业和医疗行业引入自己工作中的投资家，帕巴里就是其中一位。


他们3人都掌管着巨额资金。帕巴里管理着价值5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盖·斯皮尔（Guy Spier）是蓝宝石资本管理公司（Aquamarine Capital Management）的老总，该公司总部位于瑞士的苏黎世，他旗下基金的规模达到了7 000万美元；第三位投资家不希望我披露有关他和他旗下基金的具体信息，我能告诉大家的是，他所管理的基金规模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这3位都遵从价值投资理念，他们都喜欢买入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优质公司，市场的波动趋势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些投资家不会根据某些计算机算法来进行投资决策，他们希望自己独具慧眼，能够先于他人买入未来的“可口可乐公司”。



帕巴里向我介绍了他是如何进行价值投资的。在过去的15年间，他每过3～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新的投资。为了找到一家真正有投资价值的公司，他往往要深入调查10家公司。他的消息来自各种渠道，如路牌广告、有关巴西房地产的报刊文章，或者是他随便拿起的一本矿业杂志。帕巴里的阅读面非常广，视野非常宽阔，他会睁大眼睛去发现那些埋在土里但露出一丝光芒的宝石，也就是那些现在不为人知、但将来会飞黄腾达的企业。

帕巴里能发现成百上千的投资机会，但是只需稍加分析，他就会放弃大多数所谓的机会。大约每隔一周，他就会因为发现了一笔潜在的好买卖而心跳加速，他实在是很难相信没有人发现这么好的机会。于是，帕巴里开始在心里美滋滋地想，如果这次一切顺利的话，他能够赚到上千万美元。不不，说不定是几亿美元。

帕巴里说：“此时，你的内心会被欲望占据。”盖·斯皮尔将这种状态称为“可卡因头脑”。神经学家发现，赚大钱的预期能够刺激头脑中的原始奖励中枢，其效果和吸食可卡因是一样的。帕巴里说，对一个专业投资人来说，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调查。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们会尽力排除不理性情绪的影响，做到既不过于乐观，又不过于悲观。他们会仔细分析公司的财务报表，了解公司的债务和风险，调查公司管理团队历年来的表现。他们还会对被调查公司的竞争对手进行分析，考虑整个市场的前景，对投资机会和风险进行全面评估。


价值投资这块圣地的守护神是沃伦·巴菲特，他是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尽管2008年的经济危机给他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在全球富豪榜上，他依然是数一数二的。帕巴里对巴菲特以及他拥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做出的所有投资决策，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进行了仔细分析。他把自己能够找到的所有关于巴菲特的书籍都读了一遍。



帕巴里甚至在慈善义拍中花65万美元拍下了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在和我谈论巴菲特的时候，帕巴里直呼其名。我想，在花了65万美元与巴菲特共进午餐后，他直呼对方的名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告诉我说，巴菲特的脑子里有一张清单，他用这张清单对潜在的投资机会进行评估。所以在旗下的基金成立之后，帕巴里就一直坚持这一原则。他严守纪律，每次在对公司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一定会要求自己不慌不忙。整个分析过程可能要花费数周时间，但坚持使用清单让他表现优异。可他并不是神，所以他也会犯错，甚至是犯下灾难性的大错。

帕巴里所说的错误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错误或错失良机。投资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而帕巴里所说的是那一类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是由于计算失误或分析不到位造成的“无能之错”。比如，帕巴里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发现，他总是在评估被调查公司财务杠杆安全性(2)的时候屡屡犯错。相关信息其实都能得到，只是他没有进行仔细分析。

帕巴里相信，他之所以会在同一个地方屡屡跌倒，主要是因为无法让“可卡因头脑”冷静下来。


他45岁，曾经是一位工程师。他的故乡在印度，而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教育资源非常有限，他能够从异常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后来，他被南卡罗来纳州的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录取，并在那里学习工程学。大学毕业后，他在芝加哥和加州的高科技公司谋求发展。在进入投资行业之前，他自己成功地创办了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想强调帕巴里不是一个会轻易头脑发热的人，他知道要抵御追求当下欲望的诱惑。但他说，对于令人兴奋的投资机会，无论自己如何保持冷静客观，头脑总是会诱骗他，让他能够轻易看到可以支持自己初始判断的证据，而对那些负面因素却视而不见。这就是“可卡因头脑”干扰理性思维的特征。

他说：“你抵挡不住诱惑，于是便开始投机取巧。”

但在熊市里，情况恰恰相反。帕巴里说，你的头脑会进入一种恐慌模式。因为看到周围有很多人输了个精光，所以你会不由自主地高估潜在的危险。

他还发现，自己在应对复杂性的时候也会犯错。如果你想做出高质量的投资决策，那么就需要对公司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多方位的调查。帕巴里发现，即使“可卡因头脑”没有作祟，他还是会常常考虑不周，因为他头脑里的清单还不够完善。他说：“我不是巴菲特，我的智商达不到300。”所以，他需要一种即使智力一般的人也能使用的方法。因此，他设计了一张纸质清单。

显然，巴菲特也应该做一张纸质清单。帕巴里注意到，即便是巴菲特也会经常重复某一类错误。他说：“这让我知道巴菲特并没有使用真正的清单。”

他将自己见到过的所有错误都列了出来，其中包括巴菲特、其他投资人和他自己犯过的错误，清单上很快就累积了几十种错误。为了防止这些错误再次发生，他为每种错误都设置了相应的检查项，所以他的清单上已经有了70项检查内容，其中有一项就来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犯的错误。


该公司于21世纪初收购了科特家具租赁公司（Cort Furniture），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弗吉尼亚的家具租赁企业。在过去的10年里，科特的业务量和利润增长迅猛。巴菲特的长期投资伙伴查理·芒格认为，科特公司抓住了美国经济转型期的一个重要机遇。由于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动荡，如今的企业需要掌握迅速扩张和迅速收缩的能力。所以，他们更愿意租用而不是购买办公楼，这也同样适用于办公家具。芒格认为，科特公司会因为抓住了这个机遇而大赚一笔。这家公司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很不错，他们的财务状况很稳健，管理团队也很优秀，所以芒格下决心购买了这家公司。

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芒格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该公司前3年收入的飞速增长，全都要归功于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公司的兴起，科特公司为上千家初创企业提供了办公家具租赁服务。当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这些公司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科特公司的收入也因此而急剧下滑。

帕巴里说：“芒格和巴菲特对网络公司泡沫一清二楚，但他们却忽视了科特公司的收入十分依赖网络公司这一事实。”芒格后来认为他在这次交易中犯了“宏观经济错误”。

“科特公司的赢利能力曾经非常出众。但在这次危机之后的较长时间里，他们几乎丧失了赢利能力。”在向股东承认错误的时候芒格如是说。



所以，帕巴里将下面这个检查项添加到了他的清单里：在对一家公司进行分析的时候，必须确认这家公司的收入是否因为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而被高估或低估。

效率，清单带来的额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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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帕巴里一样，那位匿名的投资家，暂且称他库克，也制作清单，但他做得更加细致。他会将投资过程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分别罗列出来。他把整个投资过程分为4个阶段，即研究阶段、决策阶段、执行阶段以及交易完成后的问题监测阶段。他会根据各阶段的特点来设计清单以避免出现错误。这些清单都设置了清晰的检查点，每当到了这些关键节点，他和他的投资团队就会进行相应的检查。

比如，他有一张第三日清单。当对某家公司的分析进入第三天的时候，他们会使用这张清单进行检查。在这个检查点到来之前，他们应该已经完成了对这家公司过去10年间财务报表的分析。库克为报表上的每个项目以及不同报表的关联项都制订了详细的检查项。

库克说：“在一张财务报表上作假并不难，但要用各类财务报表把谎话给编圆了就没那么容易了。”

比如，有一个检查项要求研究人员仔细分析现金流量表的脚注，而另一项则要求他们仔细阅读重大管理风险陈述，还有一项要求研究人员检查公司的现金流和成本是否与公司报告的收入增长相吻合。

他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分析。但是你瞧，人们就是会经常忘记它们，这非常不可思议。”就拿安然公司的惊天丑闻来说吧，人们完全可以从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中发现他们作假。

库克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家公司看似非常有前途，这让投资者“可卡因大脑”又开始“嗡嗡”作响。但事实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向潜在投资者吹嘘公司前景的同时，已经把自己持有的股份全都悄悄变卖了。这家公司即将遭受巨大亏损，但投资者却对此全然不觉。在库克的第三日清单中有这么一项：研究人员必须仔细阅读公司披露的重要股权变更信息，于是，他发现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库克说，每50次检查可能会有49次一无所获，但就是这一次发现却能让你避免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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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并不会列出具体的操作步骤，但它能帮助库克在投资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尽力保持冷静而睿智的头脑，确保他能在必要的时候得到所需的重要信息，让他系统地进行决策，并和每一个应该沟通的人进行充分交流。库克相信，在清单的帮助下，他和他的伙伴能够将人类的决策能力发挥到极致，所以他完全有信心击败市场。

我问库克他怎么知道没有欺骗自己。

他说：“或许吧。”但他借用外科手术的例子向我解释说：在外科医生确认自己洗干净了手，而团队成员彼此进行了充分交流后（他看过手术安全清单），在没有增长专业技能的情况下，他们却提高了自己的绩效水平；在我们这个行当里，使用清单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库克不会将使用清单的具体结果告诉我，他的基金不会公开披露投资收益。但他说，他已经看见了明显的效果。他是从2008年开始使用这套清单的，至少他的基金平安度过了那一年的金融风暴。其他人对他的基金给出了更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是业内的佼佼者。他们取得的成功有多少能直接归功于清单的使用呢？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毕竟，自清单投入使用以来只过去了两年时间。但库克可以肯定的是，在变化越来越快的商业环境里，清单让他们具有一个额外的优势，那就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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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感到非常意外。当库克刚刚引入清单的时候，他认为投资团队的决策速度会慢下来，认为这会增加决策所需的时间和工作量。对此，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并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毕竟，少犯错能够让他们避免巨大损失，这笔生意划得来。而事实证明，他们进行前期调研的时间虽然增多了，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从整体上来看，他们却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对更多的投资机会进行评估，而整体效率的提高不是一星半点。

库克介绍说，在使用清单之前，他们往往要花费数周时间、开数次会议才能决定到底是放弃一家候选公司，还是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这一过程并没有截止日期，而且会引发危险。当人们对一家公司仔细研究了一个月以后，他们往往会决定对其进行投资。但在使用了清单后，他和他的团队发现，他们完全可以在执行第三日清单的时候就做出这一决定。他说：“虽然决策过程变得更加仔细，但速度却变得更快了。这就像是棒球比赛，我们一旦挥杆把球击出去，就可以全神贯注向前飞奔。”

帕巴里和苏黎世的投资家斯皮尔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斯皮尔以前还雇用了一个投资分析师，不过他现在不需要这个帮手了。帕巴里使用清单已经有一年时间了，他管理的基金市值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清单的使用。不过他发现，这一举措能够帮助他大幅缩短投资决策的时间，而且让投资分析变得更加完整和系统。

2008年下半年，股票市场开始暴跌，投资人纷纷恐慌性地抛售手中的股票，物美价廉的股票在市场上比比皆是。在一个季度里，帕巴里对100多家公司进行了调查，并将其中10家公司的股票添加到自己的证券组合中。他说如果缺少了清单的帮助，自己根本无法完成那么大量的分析工作，而且对分析的结果也不会那么有信心。一年之后，他旗下投资组合的市值增长了160%。帕巴里完全没有犯错。

这些投资家的经历之所以让我感到好奇，不仅仅是因为清单在投资领域同样有效，而且还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如此有效的方法同样乏人问津。在金融市场，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赚更多的钱。如果有人表现不错，那么人们就会像饥肠辘辘的鬣狗一样扑上去，试图找出此人获得成功的秘诀。各种投资诀窍层出不穷，如投资网络公司，购买抵押贷款证券等，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很快被市场这个巨大的黑洞无情地吞噬了，而使用清单这种方法却生存了下来。我问库克有多少人对他使用的清单感兴趣，他回答说：“没有人。”事实确实如此，人们对他购买了哪些公司的股票以及购买这些股票的原因非常感兴趣，但当他刚刚说出“清单”这两个字的时候，人们却一哄而散。即便是在自己的公司里，他也发现很难推销这一理念。

库克说：“我四处碰壁，我的团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发现清单的价值。”直到今天，有的合伙人依然不使用这种方法，特别是当库克不在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清单晾在一边。

他说：“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其他投资人连试一试都不愿意。有些人也曾问过我，但没有人真的把它当回事。”

运用清单系统评估工作

人们对清单的抵触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几年前，克莱蒙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一位名叫杰夫·斯玛特（Geoff Smart）的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足以说明问题的研究。


他对51位风险投资家进行了调查，这些人要对尚未赢利的初创企业进行高风险投资，每次出手至少几百万美元。他们与帕巴里、库克和斯皮尔这样的基金经理非常不同，后者只投资成熟的企业，这些公司有多年的公开财务报表可供分析；而风险投资人要在一堆两眼放光、头发油腻、乳臭未干的创业者身上下注，除了一些可能会赚钱的想法和一些笨拙的设计原型以外，他们一无所有。但谷歌和苹果就是这么诞生的，风险投资家相信自己能够找出下一匹黑马并拥有它。



对风险投资人来说，最难做的决定就是是否要把大把钞票投给某个创业者。斯玛特对他们的决策过程进行了仔细研究。你可能会认为风险投资家会根据创业计划的好坏来进行决策。但实际上，找到好的创业思路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真正困难的是找到能够把好想法变成现实的创业者。要把好的理念变成可行的操作计划，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建设团队，需要应对各种压力和挫折，需要解决技术和人事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和非同一般的专注力并坚持数年。这样的人非常罕见，简直是凤毛麟角。

斯玛特发现，风险投资家挑选合适人选的方法有很多种。实际上，不同方法反映出的思维方式也不相同。

有一类投资者被称为“艺术评论家”，他们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眼前的创业者够不够格，就像艺术评论家品鉴一幅油画是不是真品一样。他们靠的是直觉和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

还有一类投资者被称为“海绵”投资家，他们会花更多时间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信息。他们像海绵一样，在面试、实地考察以及和举荐人的交流过程中收集有用的信息，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感觉进行决策。正如一位“海绵”投资家告诉斯玛特的那样，他们会随机挑选某些方面收集信息，这样就不会被大量的分析工作累垮。

还有“检察官”投资家，他们会像审犯人一样对创业者进行盘问，会用刁钻的问题来考验对方，让对方解决一些专业难题，或让他们回答如何处置一些假设的情况。而“求婚者”投资家在乎的是如何与对方联姻，而不是如何评估对方。“终结者”投资家则认为选择合适人选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对创业者进行评估，而是会从他们手里买下很有前景的商业计划，炒掉无能的创业者，然后雇人代替他们。

还有一类投资家被斯玛特称为“机长”投资家，他们用清单系统地完成评估工作。他们会对自己和他人犯过的错误进行研究，并从中吸取教训。他们还会编制正式的清单以防止此类错误再次发生。“机长”投资家强迫自己严守纪律，即便是直觉告诉他们某个候选人非常出色，他们还是会严格执行各项检查程序。

斯玛特对各类风险投资家的业绩进行了跟踪调查。到底谁能更胜一筹呢？我想你能轻松猜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机长”投资家。研究发现，“机长”投资家后来因为创业者无能而将其炒掉，或承认自己评估错误的概率是40%，比其他类型的投资者低10%。

“机长”投资家的投资回报也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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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大多数风险投资家属于“艺术评论家”和“海绵”投资家，他们都是不进行系统分析的直觉型决策者。在调查对象中，“机长”的人数只占到1/8。你或许会认为，这是由于大多数人不知道清单而造成的。但事实上，即使人们知道了也不会做出什么改变。斯玛特在十多年前就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他还撰写了一本名为《聘谁》（Who）的书对此进行详细说明。现在大家应该已经知道采用这一方法的好处了，但当被问及“机长”投资家的比例是否有所提高时，斯玛特却说：“没有，他们的人数依然很少。”

建构注重合作和纪律的文化

人们不喜欢清单，因为它们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精力，而且并不有趣。但我并不认为人们这么想仅仅是出于懒惰。我觉得，大家之所以对能够帮助人们救命挣钱的清单视而不见，有着思想上的深层原因。我们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觉得使用清单会让人感到尴尬。在我们内心深处，那些站在风口浪尖、从容不迫的大英雄不会使用清单。他们英勇果敢，随机应变，从不循规蹈矩。

也许，我们需要给英雄重新下个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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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手术安全清单。碰巧的是，就在第二天，全世界见证了航空史上的一次伟大奇迹。那一天，全美航空公司1549号航班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La Guardia Airport）起飞，机上载有155人。不幸的是，飞机在曼哈顿上空撞上了一大群加拿大鹅，导致飞机两台发动机全部停车。但不可思议的是，飞行员成功地将飞机迫降在冰冷的哈得孙河上，而且没有一人在事故中死亡。因此，媒体将这一事件称为“哈得孙河上的奇迹”。美国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的一位官员认为这是“航空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水面迫降”。57岁的机长切斯利·萨伦伯格三世（Chesley B.Sullenberger III(3)曾是一位空军飞行员，飞行时间累计达两万多小时。事件发生后，他成了全世界瞩目的英雄。

在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使用了这样的大字标题：“美国机长是一位低调的飞行英雄。”ABC新闻则将其称为“哈得孙河上的英雄”；德国报纸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纽约英雄”；法国媒体使用的则是“新诞生的美国英雄”；西班牙媒体也称其为“纽约的英雄”；前总统小布什亲自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而时任总统奥巴马则邀请他和他的家人参加5天后举行的就职仪式。萨伦伯格的家住在加州的丹维尔，全球各地的摄影记者纷至沓来，想要抓拍到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他们家的草坪都被踩烂了。在当地，人们还为萨伦伯格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而书商则与他签下了价值300万美元的出版合约。

当公众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更多有关这一事件的细节之后，他们发现萨伦伯格并不是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共同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如飞行员使用的标准程序和清单、帮助飞行员进行完美滑翔的电传操纵系统、与萨伦伯格共同沉着应战的副机长，还有在飞机迫降后，帮助所有乘客迅速撤离的空乘人员。正如萨伦伯格在首次接受新闻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想更正一下大家的看法，奇迹的创造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所有机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认为，在这起事件中，他个人的飞行技能可能很重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团队合作和坚决执行标准程序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公众最后还是将他的这番话理解为他的谦虚。一个月以后，虽然纽约市为5位机组成员而不是萨伦伯格一个人颁发了荣誉钥匙，虽然他们共同接受了各大新闻网的“独家”采访，而且在当年的橄榄球总决赛开赛之前，他们来到了坦帕湾（Tampa Bay）的超级碗体育场（Super Bowl）接受全场7万多名观众的起立喝彩，但是媒体已经为这一系列报道定下了基调，他们不想谈论团队合作和标准程序，而只是关心一个故事，那就是萨伦伯格如何用当年在军校里学到的滑翔机驾驶技巧，创造出航空史上的水面迫降奇迹。萨伦伯格说：“驾驶滑翔机是在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且那些滑翔机和现在的喷气客机非常不同，我觉得这些经验没有太大作用。”

正如哈得孙河迫降事件，人们似乎就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如今，创造奇迹光靠单枪匹马是不行的，而要靠各方因素的有效协同。

萨伦伯格驾驶的是一架由空客生产的A320喷气客机。这种飞机有两台发动机，两侧机翼上各吊挂了一台。事故发生当天，天气非常寒冷，但天空却非常晴朗。1549号航班于当天下午3∶25起飞，目的地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当时，飞机由副机长杰弗里·斯基尔斯（Jeffrey Skiles）驾驶，萨伦伯格则担当“不把杆飞行员”的职责。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在此次飞行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但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斯基尔斯的飞龄与萨伦伯格相当。他以前的主飞机型是波音737，并一直担任机长。后来因为公司精简人员，他才不得不改飞空客A320，并降格为副机长。你可能会认为两位飞行员的经验都很丰富是一件好事，但事实未必如此。


不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你聘请了经验非常丰富但素未谋面的两位律师为你在法庭上进行辩护，或者在NBA总决赛即将打响之际，两个互不相识的顶级教练同时执教一支队伍。这时候，事情很可能会被搞砸。



不过，在飞机离开登机口和发动机启动之前，两位飞行员严格执行了标准的操作流程。其他大多数行业的专业人士往往不会这么做。他们共同执行了检查程序，确认每一位机组成员都进行了自我介绍。他们还进行了飞行简报，对飞行计划、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了讨论。正是因为没有跳过这几分钟的标准程序，他们不但检查了飞机的安全状况，而且还顺利地组成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将有效分工合作，共同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

在常人看来，像萨伦伯格和斯基尔斯这样的资深专家可以轻松跳过这些无聊的标准程序。所有机组成员的飞龄加起来已经有150年，在如此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执行清单，不断在模拟舱里进行练习，而且每年还要学习更新过的检查项。这些例行检查在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从未出过飞行事故，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安全地结束职业生涯。他们碰到各种问题的概率极低，远远小于医生、投资者或律师等专业人士出问题的概率，但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地执行清单。

他们并不一定需要这么做。仅仅是在30多年前，一些飞行员在执行清单的时候依然马马虎虎。他们会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问题，或者说：“让我们起飞吧！一切都会顺利的。”他们还会说：“我才是这架飞机的机长，这些清单是在浪费我的宝贵时间。”就拿1977年的特内里费（Tenerife）特大空难来说吧，这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空难。


两架波音747大型客机在加纳利群岛一条大雾弥漫的跑道上高速相撞，导致583人死亡。肇事飞机属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该机机长错误地将塔台发出的等待起飞指令理解为准许起飞指令。随机工程师觉得塔台的指令不清，向机长发出了警告，但机长对此置若罔闻。当飞机在跑道上开始加速的时候，泛美航空公司的另一架747飞机尚未撤离跑道。

“泛美的飞机是不是还在跑道上？”随机工程师向机长提问说。

“已经撤离了。”机长固执己见，并继续推油门杆。

机长错了。虽然随机工程师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机组并没有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他们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团队。所以随机工程师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打断机长，让他停下来搞清楚状况，就更别提想到自己有责任这么做了，而一意孤行的机长将他们全都送上了黄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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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不喜欢执行清单，是害怕自己会变得死板。对于以前的飞行员来说，他们可不想让自己变成机器人，只知道埋头于清单，而对风挡外的现实世界不管不顾。但精心设计的清单恰恰不会让你变得死板，它们会帮助你节省有限的脑力，不让你的头脑被繁杂的检查项目所占据，而是让你解放出来处理更加困难的问题。如我们应该在哪里降落？升降舵是否已经解锁？病人是否已经注射了预防性抗生素？基金经理是否已经卖出了所有股份？所有相关人员是否已经到场？

不妨让我们看看下面这张非常简短的清单都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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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专门为塞斯纳（Cessna）单引擎飞机发动机空中停车（与全美航班遇到的情况相同）设计的清单。这种小飞机由单人驾驶，不像全美航空的A320那样由双人驾驶。这张清单精简到只剩下6个步骤，如不要忘记重新启动发动机，确认燃油阀位于开启状态，打开备用油泵等。但最吸引人的是这张清单上的第一步，这个步骤说得非常直白，那就是驾驶飞机！飞行员有时候会惊慌失措，一味地埋头重启发动机，或一个劲儿地思考出了什么问题，但却把最基本的任务抛在了脑后，那就是操纵飞机。可见这样的清单一点也不死板，它们会帮助人们尽可能减少出错的概率。

清单创造的生命奇迹

起飞一分半钟以后，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爬升到1 000米高度。就在这时，他们撞上了一群加拿大鹅。撞击发生得非常突然，萨伦伯格的第一反应是俯身躲避。飞鸟撞击风挡和引擎发出的声音非常大，舱音记录器也将它们记录了下来。正如后来的新闻报道所说的那样，飞鸟撞击飞机事故发生过成百上千起，但造成严重后果的非常罕见，遭受两只以上飞鸟撞击的事故就更加罕见了。


工程师在设计飞机引擎的时候专门考虑过这一问题，不幸被吸入引擎的飞鸟多多少少会被汽化。但加拿大鹅的体型很大，在鸟类中名列前茅，体重往往会超过5千克，任何一种飞机引擎都没办法完全汽化它们。如果不能将飞鸟汽化，喷气发动机会自动停车，这样就不会发生爆炸，发动机残片也不会飞出去刺穿机翼和机身，或伤害到旅客。而这架飞机的两台引擎竟然吸入了3只以上加拿大鹅，这种情况少之又少。所以，在撞击发生后，两台引擎立刻停止了工作，飞机随即失去所有动力。



当这一切发生后，萨伦伯格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首先，他从副机长斯基尔斯那里接管了飞机的操控权。其次，他决定在哈得孙河上迫降。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没有其他选择，萨伦伯格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因为他们发现飞机的速度不够快，飞不回拉瓜迪亚机场，也飞不到空管人员建议的新泽西州泰特伯乐机场。

至于谁来驾驶飞机这个问题，两人的飞行经验都非常丰富，但萨伦伯格驾驶A320的经验比斯基尔斯多很多。而且飞机左侧有很多需要避开的地标性建筑，如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乔治·华盛顿大桥等，而机长的座位位于驾驶舱左侧，所以机长驾机比较容易看清这些地标，并躲开它们。此外，斯基尔斯刚刚完成A320紧急情况处置培训，对于马上就要用到的清单也只是刚刚熟悉。所以，由萨伦伯格驾机是明智的选择。

“我驾驶飞机。”萨伦伯格一边用标准用语说，一边把手放到了操纵杆上。

“你驾驶飞机。”斯基尔斯答道。他们并没有争论接下来该做些什么，甚至都没有进行讨论。实际上他们也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在执行起飞前的准备程序时他们已经组成了团队，交流了紧急情况的处置预案。萨伦伯格将负责寻找距离最近、安全性最高的着陆场所，而斯基尔斯则负责执行发动机停车清单，尝试再次启动发动机。除了近地警告系统不断发出的“拉起”警报声以外，机舱里听不到其他声响。每个飞行员都专注于自己的任务，并时不时地观察同伴的动作以便使得整个操作协调一致。

在整个事件中，两位飞行员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总觉得副机长是摆设，以为他们只是因为闲着无聊才找些事情做。但现在的飞机非常复杂，安全飞行既离不开机长，也离不开副机长。就好像手术的实施既需要外科医生，也需要麻醉医生一样。


在执行飞行任务的过程中，两位飞行员中的一个负责操控飞机，而另一个则主要负责操控各种飞行仪表和执行清单，他们往往会在返程时交换彼此的职责。而当飞机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谁的工作更艰巨，更具挑战性。这架飞机的滑翔时间只有3分半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斯基尔斯要完成重启发动机的所有程序。如果发动机重启失败，他还要为飞机进行水面迫降做好准备。但仅仅是重启一台发动机的时间就很可能超过3分半钟，他必须迅速做出选择。



飞机快速向地面冲去，斯基尔斯果断做出判断，他认为求生的最大希望是迅速启动一台发动机，所以他决定把绝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执行发动机停车清单上，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执行完毕。他们并不清楚发动机的损坏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但只要能够恢复部分动力，飞机就能重返机场。最后，斯基尔斯竟然完成了重启两台发动机所需的所有操作。调查人员事后模拟了当时的情况，但他们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操作。

更不可思议的是，斯基尔斯并没有放弃水面迫降程序。虽然他没有时间完成清单上列出的所有步骤，但他至少让飞机成功发出了遇难信号，并尽全力让飞机的各种装置和操控面符合水面迫降要求。

“襟翼是否放下？”萨伦伯格问道。

“襟翼已经放下。”斯基尔斯答道。

萨伦伯格竭尽全力控制飞机向水面滑去。但即便是在这个时候，萨伦伯格也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完成高难度动作的。正如也曾是飞行员的记者威廉·朗格维舍（William Langewiesche）所说的那样，飞机的电传操纵系统能够让飞行员轻松驾机并做出完美的滑翔动作，这并不需要飞行员掌握特别高超的飞行技艺，这种系统能够防止飞机发生机头偏转或机身摇晃的情况。

在飞机转向的时候，电传操纵系统能够自动调整飞机的尾舵以避免机头发生侧移。在飞机的电子仪表主显示器上会显示出一个绿点，萨伦伯格只需将飞机的矢量标记对准这个绿点就能让飞机完美滑翔。而且这套系统还能让飞机保持获得升力的最佳攻角，防止飞机抬头过高，这样飞机就不会因为失速而坠落。在电传操纵系统的帮助下，萨伦伯格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加重要的问题上，如尽量在渡口旁寻找着陆点以便乘客获得救援，还有就是在飞机接触水面的时候尽量让机翼保持水平。

与此同时，希拉·戴尔（Sheila Dail）、唐娜·登特（Donna Dent）和多琳·威尔士（Doreen Welsh）也在座舱内执行着她们的清单。


她们要求乘客低头俯身，用双手抓住脚踝以缓冲着陆时的巨大撞击。待飞机迫降后，空乘人员指导乘客穿上救生衣。她们要确保在飞机停下后迅速打开舱门，确保乘客不会因为拿行李而浪费宝贵的逃生时间，确保他们不会因为救生衣提前充气而被卡在飞机里。冰冷的河水从机身裂缝中渗进了飞机的后舱，而在后舱值守的威尔士蹚着齐胸深的刺骨冰水坚持完成各项操作。虽然在4个紧急出口中只有两个能够顺利开启，但在空乘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所有乘客在3分钟内全部撤离随时会下沉的飞机，没有比标准要求多用1秒钟时间。



当疏散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萨伦伯格来到座舱，查看乘客撤离的情况，并检查飞机迫降后的状况。而斯基尔斯则留在驾驶舱里执行疏散清单，防止起火等情况发生。直到所有程序都执行完毕后，他才撤离。大量渡轮和船只从四面八方赶来，哪怕飞机上有更多的乘客，也不会有人因为船上空间不够而继续泡在冰冷的河水中。由于飞机的油箱只装了一半油，里面的空气让整架飞机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于是，萨伦伯格有时间进行最后一项检查，他沿着过道走遍了整个座舱以确保没有一位乘客被落下。最后，他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舱门口。

这起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出奇地顺畅。萨伦伯格后来告诉媒体说：“当我再次见到副机长斯基尔斯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情况看起来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到底谁是真正的英雄呢？我们实在是找不出答案。这的确是一个奇迹。首先，他们的运气非常不错。由于事故发生在白天，所以飞行员能够目视寻找安全的着陆地点。其次，着陆地点附近有大量船只，这样乘客就不会因为浸泡在冰冷的河水里而体温过低。事故发生时，飞机具有一定的高度，可以避开乔治·华盛顿大桥。再次，飞机是在河上顺着波浪运动的方向降落的，所以，迫降造成的冲击力不会像飞机逆流降落或在海上迫降那么大。

即便如此，机上的155人还是很有可能会命丧黄泉。拯救他们生命的是比高超飞行技艺更不寻常、更难得的一种能力：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的全体机组人员能够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坚决执行重要的清单，并保持沉着冷静。他们很清楚何时应该随机应变，何时应该严守纪律。他们知道如何应对复杂而危险的情况，并为此进行了有效的团队合作，预先做好了准备。

这才是他们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英雄的关键所在。这些品质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其他行业也同样需要这些宝贵的品质。

纪律，职业精神的内涵

所有行业都给职业精神这套行为准则下了定义。职业精神反映出从业人员应该具有的理想和必须承担的责任。虽然这些准则有时是成文的，有时是不成文的，但它们至少有4个共同的组成要素。

第一条是无私。无论我们是医生、律师、教师、政府官员，还是士兵或飞行员，作为一个有职业精神的人，我们应该把委托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

第二条是训练有素。我们应该追求卓越，掌握更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

第三条是值得信赖。我们要对个人行为和肩负的担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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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是遵守纪律。这是飞行员为他们的职业精神特别添加的一条。他们坚决执行审慎的程序，并与其他机组成员通力合作。大多数行业的职业精神往往少了这一条，包括医疗行业在内。医生总是把自主当作最重要的职业素养，这与严守纪律是格格不入的。在如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成功往往需要大型企业、专业团队和高风险技术这些元素，还需要超出个人能力范围的复杂知识。我行我素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理想，这种品质反映出的更多的是保护主义，而不是卓越不凡。我们的职业精神偶尔会要求医护人员达成“共治”，但人们在工作中仅仅做到彼此尊重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遵守纪律。

遵守纪律是很困难的，这要比做到值得信赖、训练有素甚至是无私都要困难。我们天生就有瑕疵，而且善变，很多人就连不吃零食都做不到。人类并不是为遵守纪律而生的，我们喜欢寻求新鲜和刺激的东西，不喜欢关注细枝末节。为了遵守纪律，我们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


这可能就是航空业要求各类机构将遵守纪律变成一种规范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一小批空军飞行员发明了起飞前清单。这一发明的巨大力量让许多组织应运而生。在美国，我们有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专门对事故原因展开独立调查，并就如何避免同类事故的发生提出建议。我们还制定了全国性的法规以确保这些建议变成实用的清单，并让各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认真执行。



防范错误，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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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不能让清单变成僵化的教条，就算是最简单的清单也需要不断改进。飞机制造厂商在每一张清单上都印刷了发布日期，这说明清单的内容会时常发生变动。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清单只是一种支持，如果它起不到这个作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如果它真能起到这个作用，我们就应该敞开心扉接受它。

人们很乐意向计算机寻求帮助，这种高科技向我们展现了通过使用自动化来防止人类犯错的美好前景。计算机的确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如计算、处理、存储和传输。毫无疑问，科技能够增强我们的能力。但还有很多事情是科技难以做到的，如应对不可预测的事情，管理不确定性，设计建造高耸入云的大厦，或实施能够挽救生命的手术。而且在很多方面，科技让这些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赖以生存的很多系统已经非常复杂了，而科技无疑增加了这些系统的复杂性，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犯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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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的一大特点是对于各种系统的依赖。我们要将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或将两者整合起来。由此引发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让系统有效运作。比如在医疗过程中，如果我希望病人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那么光靠我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手术团队的所有成员以及各种手术设备必须有效协同。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医疗过程和汽车的生产过程是一样的，这是唐纳德·伯威克（Donald Berwick）提出的观点。他是波士顿医疗卫生改善协会（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主席，对如何构建理想的医疗系统做了很多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无论是生产汽车，还是治病救人，只有优秀的组成部分是远远不够的。

在医疗系统中，我们总是热衷于拥有完美的组成部分，想要得到最好的药物、最好的设备和最优秀的专家。但我们却很少思考如何让这些部分互相匹配，组成最有效的系统。伯威克认为这种理念是非常错误的，他说：“任何一个对系统略知一二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仅仅依靠最优化系统的各个部分并不能创造出最优的系统。”他为我们举了一个有关用最优秀的部件组装汽车的例子：如果把法拉利的引擎、保时捷的刹车、宝马的悬挂和沃尔沃的车身组装在一起，你能得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得到的不可能是最好的汽车，而只能是一堆昂贵的垃圾。”这听起来似乎非常好笑，但在医疗行业，我们恰恰就是这么做的。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每年要花费300亿美元开展各项医学研究，他们取得的成果非常丰硕。但我们却没有将这些伟大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日常实践的国家卫生系统革新研究院，没有像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那样迅速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的组织，没有像波音公司那样编制相应清单的机构，更没有每月跟踪改进措施实施效果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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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很多行业。教师、律师、政府官员和金融业者也不会对经常犯的错误进行仔细研究，不会为防止这些错误再次发生而寻找解决方案，更不要提对解决方案不断进行改进了。

但我们应该这么做，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每个人都会犯错，会忽略细节，会一时想不起学过的知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想到的只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艺以减少犯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问题发生后努力减少损失。但几十年前发明清单的飞行员可没有这么想。当崭新的299型轰炸机展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想到的却是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在驾驶这么复杂的飞机时不犯一点错误。他们也可以让飞行员接受更多培训，或者把飞行事故简单地归咎于飞行员技艺不精。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承认人类的不完美，并且发明了简单、实用而且有效的清单。

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们的做法。实际上，在极端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相同的错误会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即便是那些英勇果敢、才华横溢的人也不例外。我们已经知道了犯错的规律，但仍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所以说，该是尝试一下新办法的时候了……

让清单革命融入你的观念

2007年春，当我们的手术安全清单渐渐成形的时候，我开始在自己的手术室里使用这张清单。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当时迫切需要它，而是因为我想确认它的确有用。此外，我们即将在全球8家医院展开测试，我也不希望别人觉得我道貌岸然只动员别人，所以，我想最好亲自试用一下这张清单。你可能会问我是否打心底里觉得“这一发明真的可以让我自己的手术变得更安全，让我少犯很多愚蠢的严重错误”？假如你扒光我的衣服，让我躺在手术台上，并且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说实话，就在不实施麻醉的情况下活生生地切除我的阑尾，那么我会告诉你：别，千万别！我可不想犯什么大错，清单的效果最好不要体现在我身上！

但让我感到难堪的是，自从这张清单投入使用以来，我没有一周能逃过它的法眼。就拿上周来说吧，仅仅在5次手术中，我就被抓住了3次。

第一次是我发现有一个病人在手术前没有注射预防性抗生素，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错误。麻醉团队忙于各种事务，所以分了心，光是寻找适合注射的静脉血管就花了很多时间。还有一个监视器也突然“罢工”了，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这时，护士让大家停下来，一起执行皮肤切开前检查清单。


“病人是否在60分钟内注射了抗生素？”我一边看着墙上贴着的清单一边说。

“嗯，还没有，我马上就给他注射。”住院实习麻醉医生回答道。整个手术团队等了1分钟时间，然后助理护士才把手术刀递给我。



第二次是一个病人特地关照我们不要给她注射抗生素。她说抗生素会让她感到肠胃不适，而且会引发酵母菌感染。她很清楚注射预防性抗生素的好处，但由于她的这台手术引发伤口细菌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小，不到1%，所以她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注射抗生素是一种例行操作（当我们没有分心时），以致她差一点被注射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麻醉前，她自己发现了问题，并提醒了我们。第二次则是在麻醉后，我们在执行清单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手术就要开始了，在交流注意事项时，护士提醒大家不要给病人注射抗生素。麻醉医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她正准备给病人注射，此前病人和我们交谈的时候她并不在场。



第三次则是在为一个60多岁的老妇实施甲状腺切除术的时候。她的甲状腺可能会病变，所以我要将她的半个甲状腺切除。她患有许多疾病，需要服用和注射一堆药物。她以前还有吸烟史，烟龄很长，几年前刚把烟戒掉，不过戒得还算彻底。这位老妇能毫不费力地爬两层楼梯，她的身体状况看起来还不错。我在用听诊器为她进行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她的肺部有杂音，病历记录也没有显示她有肺病。但她在手术前告诉麻醉医生说，自己以前曾做过两次手术，术后发生了呼吸困难的情况，每次都需要在家吸氧好几周才能恢复过来，其中有一次她甚至要求接受重症监护。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麻醉医生了解这一情况，但我却不了解。在手术前执行清单的时候，麻醉医生问我为什么不让病人留院观察，他说病人有呼吸问题。

“什么呼吸问题？”我问道。这时我才从麻醉医生的口中了解到全部情况。于是，我们为这位病人安排了留院观察。而且，我们还决定让她在术中和术后使用吸入器以防止呼吸问题。结果，这位病人不需要额外吸氧就平安出院了。



这个世界需要一场清单革命

无论一台手术多么平常，每个病人都是独特的。在清单的帮助下，我们发现了很多潜在问题，其中包括药物过敏、设备故障、用药不当、活检标本标记错误等。比如“不，这个是右侧的，这个才是左侧的”。这些都要求我们制订的清单更加周详，手术的准备工作也才能更加充分。如果没有清单，不知道我们会漏掉多少可能会给病人造成巨大伤害的差错。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平时的警觉程度和注意力集中程度足以让我们发现严重问题，没有被我们发现的问题不会给病人造成太大伤害。

但有一次，清单的的确确挽救了我收治的一个病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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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病人是哈格曼先生，他已经53岁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还是当地一家公司的老总。他的右侧肾上腺长了一个罕见的嗜铬细胞瘤，所以我要通过手术将其右侧的整个肾上腺摘除。这种罕见的肿瘤会让肾上腺素分泌过量，而且很难摘除。虽然此病非常罕见，但近年来，我除了普外科手术外，还对内分泌腺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掌握了不少手术技术，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我已经成功实施了近40台肾上腺肿瘤手术，而且无一例发生并发症。所以，哈格曼先生前来就医的时候，我对为他成功实施手术非常有信心。不过，我向他解释说，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总是存在的。这台手术的危险主要在于把肾上腺从下腔静脉剥离这一操作上。下腔静脉是让血液回流心脏的主静脉，在进行这一操作时，如果下腔静脉破裂，就会造成大出血，这会危及病人的生命。但我向他保证，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过一旦进了手术室，谈论概率的大小是没有意义的，危险情况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不幸的是，这次我碰到了大麻烦。

我用腹腔镜实施手术，插入哈格曼体内的光纤摄像头将他体内的影像传到屏幕上。我一边看着屏幕上的图像，一边控制随着腹腔镜进入他体内的手术工具切除肿瘤。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掀起他的肝脏，有一团软软的棕黄色腺体出现在我眼前，这团东西看起来就像是熟鸡蛋黄，我开始动手将其剥离下腔静脉。虽然这一操作要求医生非常细心，但其难度并不是特别高。就在我快要将腺体整体剥离的时候，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不幸发生了：我把病人的下腔静脉弄破了！

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我造成的伤害好比在哈格曼先生的心脏上直接扎了个洞，大量鲜血从裂口处喷涌而出。在短短60秒钟内，他体内所有的血液差不多全都流到了腹腔里。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他的胸腔和腹腔，并用手握住他的心脏，每隔3秒挤压一次，以维持他的脑部供血。我身旁的住院医生则用力压住病人的下腔静脉以减缓出血的速度。但我明显感到，哈格曼先生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空。我心想这下完了，哈格曼先生没法活着走出手术室了，我害死了他。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在手术前执行了清单程序。在估计病人的失血量时，我说失血量应该不会太大，在这类手术中，我从来没有让病人失血超过100毫升。我很自信，很期待这台手术。但我又说，由于肿瘤紧紧贴着下腔静脉，所以至少在理论上大出血是有可能发生的。听到这番话后，护士马上通知血库准备好4个单位浓缩红细胞以防万一。想不到这一次它们真的派上了用场。正是因为清单让血库做好了充分准备，仅仅这一个检查项就挽救了这个病人的生命。

不仅如此，执行清单这一过程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手术室里除了我以外，还有麻醉医生、麻醉护士、外科住院医生、手术助理护士、巡回护士和医学院学生。此前，我只和他们中的两个人有过合作，而且只和外科住院医生比较熟识。但在手术开始前，我们都进行了自我介绍：“我是主刀医生阿图·葛文德；我是外科住院医生里奇·布拉福德（Rich Brafford）；我是护士苏·特沃迪（Sue Twardy）……”你可以感觉到，一个真正的团队正在形成。我们对病人腕带上的姓名进行了核实，确认了哪一侧的肾上腺将被摘除。麻醉医生和护士确认没有需要提醒的注意事项，大家确认病人已经注射了预防性抗生素，确认已经给他盖上了加热毯，并让他穿上了防止静脉血栓形成的充气靴。进入手术室的时候我们还是陌生人，但在病人的皮肤被切开之前，我们已经成了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挑战的团队。

所以，当我失手酿成大祸的时候，每个团队成员都保持了镇定。巡回护士发出警报让其他医护人员赶到手术室，她还立刻从血库里取出准备好的血袋，麻醉医生则开始不停地给病人输血补液。大家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有的负责搬来我需要的设备，有的则呼叫能够帮上忙的血管外科医生，有的协助麻醉医生输血，有的则将进展通知血库以便做好进一步备血准备。整个团队为我和病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最终，我们给病人输了30个单位的血，他的失血量是他原来体内所含血量的3倍。我一边盯着监视器上显示的血压读数，一边用手挤压他的心脏，他的血液循环终于没有因为失血过多而停止。闻讯赶来的血管外科医生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修补好病人下腔静脉上的裂口，我感到病人的心脏恢复了自主跳动。最后，我们将他的伤口缝好，哈格曼先生挺了过来。

我不想骗大家说哈格曼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手术室。持续的低血压破坏了他的一条视神经，他一侧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在术后的几天里，他一直靠呼吸机维持呼吸。在此后的数月里，他都无法工作。这次失误让我遭受了沉重打击，虽然我向他道了歉，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好长时间我都没缓过这口气。此后，每当实施肾上腺切除术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次经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许是件好事，它迫使我不断尝试改进技术，希望能够想出办法更好地保护下腔静脉，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正是因为这次遭遇，我对清单感激不尽。如果那天我们没有执行清单程序，事情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不愿意想象自己走出手术室将噩耗告诉病人家属的场景。

不久前，我和哈格曼先生通了电话。他成功地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并且正在努力让另一家公司扭亏为盈。他每周抽3次时间跑步锻炼，甚至能够自己开车了。

他说：“我必须小心我的盲点，但我能应付。”

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痛苦和愤怒，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他一直说：“我能活下来就已经很幸运了。”我问他是否允许我把他的故事写进这本书。

他说：“没问题，如果你真的那么做，我会很高兴。”

现在，已经有无数的事实向我们证明：

这个世界需要一场清单革命！


译者后记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飞行迷。虽然买不起私人飞机，也买不起波音的专业模拟器，但至少买得起高配置电脑和“微软飞行模拟”（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这套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家用飞行模拟软件。你可别小瞧了它，美国的很多飞行学校就用它进行教学，很多专业飞行员在家里的时候也会用它来熟悉和复习操作程序。就连本·拉登等恐怖分子都用它来训练自杀式袭击者撞击世贸中心。

我在模拟飞行世界里算得上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了。所以，当接到这本书的翻译任务时，我的内心既兴奋又纳闷。兴奋的是终于能够翻译一本与飞行有关的畅销书了，纳闷的是一个外科医生怎么会和飞行清单扯上关系呢？

通读全书我才知道，原来作者阿图·葛文德想借用这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来应付超级复杂的问题和情况。有趣的是，书中提到的299型轰炸机试飞员因为没有给操控面解锁而造成飞机坠毁的情况，我在模拟程序里也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我的不良飞行记录还包括因操作不当导致发动机起火，甚至还在降落的时候忘记放下起落架，意外地进行了完美的机腹迫降。幸好我驾驶的不是真飞机！

之所以会发生这一系列愚蠢的错误，真的是因为现在的飞机太复杂了，而且我痛恨使用清单。要知道，它们真的有几百页厚。一些公司，如PMDG和Level-D利用这一平台制作非常专业的飞机插件，如MD—11、波音737、波音767等。每一型模拟飞机的系统介绍和操作手册都有600～700页，光是各类清单就有200～300页，看得我头都大了。说实话，我没钱也没工夫把它们都打印出来。即便是打印出来的那几张“常用清单”，在飞行的时候也懒得看，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熟悉各种操作，不会出事。但事实证明，离开了它们，我已经在模拟飞行世界里闯下很多大祸了。

我知道清单很有用。如果我真的是飞行员，一定不会抛弃它，但我不知道它竟然还能在那么多行业里发挥作用。我觉得推动清单使用的无非是两种力量。

第一种是外在压力。比如，虽然航空事故的总体发生率和伤亡率很低，但单起事故造成的人员和财物损失很大，而且事故不论大小，哪怕是单引擎小飞机坠毁，全球各家媒体都会竞相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极大，容不得飞行员犯错。

第二种就是内在驱动力。即阿图·葛文德提到的职业精神。他曾因为自己不慎弄破病人的下腔静脉造成大出血而向病人诚恳道歉。说实话，这起事故在手术的正常风险范围内，换个医德不高的医生，说不定还会向病人和家属邀功，吹嘘自己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如果作者少了这份职业道德，我很难想象他会费尽心思、不辞辛劳地搞什么新发明。他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了，要是真的想混日子那是易如反掌。所以，我对他的这份真诚和责任心感到由衷的钦佩。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智慧和感动的好书，不容错过。

最后，我还要感谢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大力支持的朋友。陈晋、王军和王佩幸不仅承担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而且还让我以非常愉悦的心情进行翻译。此外，尹洪波和贺皖琍也在资料查阅和收集过程中给了我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佳艺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延伸阅读

《最好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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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年度好书、《纽约时报》畅销书。

◎　“全球十大思想家”、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划时代之作。

◎　奥巴马、李开复、余华、刘瑜、苗炜力荐。

《医生的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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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年度十大好书，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引进出版。

◎　《展望》杂志年度“全球十大思想家”、麦克阿瑟奖获得者葛文德医生成名作。

《医生的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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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医学散文，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作品，《纽约时报》畅销书。

◎　《展望》杂志年度“全球十大思想家”、麦克阿瑟奖获得者葛文德医生智慧之作。

《最高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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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机长奇迹迫降哈得孙河，《萨利机长》电影原著。

◎　飞行员出身的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倾情翻译。

◎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兼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任，国际翻译家联盟第一副主席黄友义倾情审校。



(1)　电影《太空先锋》即改编自汤姆·沃尔夫的小说《不可或缺的那些东西》（The Right Stuff）。——译者注

(2)　财务杠杆安全性是指公司所拥有的资金中有多少是自有的，有多少是外借的，这些债务是否会影响公司的运营和生存。——作者注

(3)　英雄机长萨伦伯格的亲笔讲述这次传奇迫降的著作《最高职责》简体中文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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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测　你是否具备良好的职场品质

·　在商业领域，成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吗？

A．对

B．错

·　人际关系的融洽程度会直接影响健康吗？

A．对

B．错

·　谦逊的品质会给我们带来更强的创造力吗？

A．对

B．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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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航天工业方兴未艾，火箭化学公司（Rocket Chemical Company，下文简称“WD-40公司”）刚成立不久，工业化学家诺曼·拉森（Norman Larsen）和他的两个同事承担了一项任务：为航天火箭的外壳找到防水材料。为尽可能找到完美的材料，他们进行了多次实验，终于在第40次实验时确定了解决方案。隔水剂40（WD-40产品）由此问世，如今这种产品很有名气。

WD-40产品在过去和当下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它最早被用于阿特拉斯号航天火箭，之后，它被广泛用于日常消费领域。售卖WD-40产品的推销员拉着行李箱走在大街小巷上，四处售卖WD-40产品，蓝黄色金属罐已成为其标志性包装。如今，WD-40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品牌。WD-40公司年销售额超过3.5亿美元，市值超过15亿美元。人们往往着眼于WD-40公司迅速成功的耀眼光芒，却忽视了其最独特的一面：WD-40公司奉行员工优先哲学。

WD-40公司员工平均服务年限是美国平均水平的3倍。WD-40公司97%的员工表示，他们非常乐意告诉别人自己在WD-40公司工作。1至于公司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首席执行官加里·里奇（Garry Ridge）对我解释道：“WD-40公司的成功与员工有关，与学习有关，与我们的文化和制度有关。”2显然，WD-40公司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其超强的组织能力，还从更深层面反映出员工起到的重要作用。

加里·里奇在WD-40公司服务了30年，担任首席执行官长达20年。在他的领导之下，WD-40公司倡导并奉行员工优先哲学，因为他认为公司最重要、最宝贵的资产就是员工，他们能创造的价值远胜一切。里奇和管理学大师肯·布兰佳(1)在两人合著的《帮助员工成长》（Helping People Win at Work）一书中，把员工优先哲学描述为：“不要只是给员工打分，而要帮助员工得到高分。”WD-40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做正确的事：帮助员工成功。

WD-40公司推行的导师制度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管理机制。公司员工对管理者的满意度高得惊人，满意率持续保持在96%左右。里奇表示：“‘团队领导者’或导师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团队成员获得成功，仅此而已。”这种理念知易行难，却正是WD-40公司能成为企业模范、其员工能成为职场品质模范的原因。

我们经常在生活和工作中听到“职场品质”这个词。然而，每当我们说某人具备好的职场品质时，我们表达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察觉他人身上以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职场品质，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又很难准确而全面地描述它。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理解何为职场品质。

“善”（good）和“美德”（goodness）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很常见，但其原本的含义模糊不清。已故智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把这类词称为“手提箱词汇”（suitcase words）：被人们滥用、含义被过度引申并因此失去了实际意义的词语或词组，甚至连专业的定义也无法准确呈现这类词的含义。比如，《韦氏在线词典》把“善”定义为“有价值的、正确的、值得称赞的事物”。3这一定义并没有错，但只是一种基本的理解，我们必须更具体、更清晰地表达“善”的含义，才能真正做到在日常生活中行善。

要为美德寻找一个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定义并践行美德，我们就得承认美德是一项重大课题，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领导者已为之上下求索了数千年。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曾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特质与本性孜孜以求；20世纪的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和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了欲望和成长的阶段论；大多数宗教信奉友善原则；等等。我们应该努力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这近乎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追求。人们似乎笼统地认为，在工作中行善和具备美德的人，就是具备好的职场品质的人。

在商业领域，职场品质、好企业家和好员工的含义是什么呢？如何在商业领域践行职场品质，并理解由此带来的长远价值呢？首先，我们需要直面职场品质的含义在商业领域中的模糊性。职场品质有两种意思。在雇用员工和管理团队时，我们通常把“职场品质”看成“才能”的同义词。然而，职场品质远不止与一个人的才能有关，而是事关人性、价值观以及与性情和其他无形特质有关的品格。因此，我们需要区分关乎才能的职场品质和关乎价值观的职场品质，我们还要明白后者更重要。

WD-40公司之所以成为优秀雇主，正是因为它不仅看重员工才能，还致力于建设培养好员工的企业文化，而这是公司最大的竞争优势。虽然才能很重要，但WD-40公司员工的才能肯定不会远高于其竞争对手的员工。管理层把WD-40公司打造成了一家让员工真心满意的企业，员工能在做本职工作和与同事相处的过程中找到工作的意义。所以，WD-40公司才能年年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尽管像WD-40公司这样的成功企业有很多，但很多人认为商业社会不可能有职场品质、好企业家和好员工这类“软概念”的容身之地。毕竟，商业就是只与金钱有关，难道不是吗？这些人相信，打造一家优秀的企业仅仅意味着取得优异的经营成果。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市场竞争旷日持久、信息获取愈发便利、新兴技术突飞猛进，这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同时也让员工成了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好员工能在企业的每一个环节创造价值。最优秀的企业不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能给员工、社区和行业带来广泛而积极的变化。当好员工卓越的价值观和品格积极影响他人时，他们也跟最优秀的企业一样，为商业社会创造了持久的价值和前进的动力。即便你只关心利润和回报最大化，职场品质和好员工也有助于你实现该目标。

本书试图发掘商业社会背后的软实力。通过重新定义职场品质和好员工，我们能够正确评价自己和身边的人，改变商业面貌，甚至改变整个社会与世界。我曾经在各种规模的公司工作，也曾为不同水平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我还创办了几家企业，并投资了大约50个项目，我逐渐相信，追求职场品质并培养一批好员工，是唯一真正重要的商业决策。为什么我们会敬佩某些领导者或者某些普通人呢？答案很清楚：他们总是将他人放在第一位，总是理解并践行符合职场品质的价值观。好的企业家总是致力于帮助身边的人成长，就像致力于让自己成长一样。他们感受到一种为他人服务的使命，想要鼓舞和帮助他人成为最好、最完满的自己。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说，能够这么做的领导者和普通人，“不是在创造追随者”，而是“在创造更多的领导者”。4我越来越认同他的话，并坚信好员工及其价值观才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至少今日世界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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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5岁时渴望在暑假多赚些钱，于是找了一份上门兜售相框的工作。7月的某一天午后，天气十分炎热，在多伦多北约克郊区，我吃力地迈上某街区最后一幢房子门前的三级台阶，沉重的背包紧压着双肩。虽然当时我还年少，但我希望自己可以像大企业家一样成功。然而，我整天吃闭门羹。在酷热难耐的夏天，每天连续工作8小时，总是灰头土脸、汗流浃背、情绪低落。我几乎快要放弃了，但我决定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于是，我急不可耐地按响了面前的门铃。

我听见一阵轻柔的脚步声，还有一句简短的询问：“是谁啊？”门开了，我很惊讶：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年老、矮小的妇人，她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外表看起来比声音温柔多了。两分钟之后，我在她狭小而陈旧的客厅落座。我正准备开始熟门熟路地推销时，她打断了我，不再看相框而是看着我，并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你是谁？老家是哪里的？是纽芬兰岛吗？你在离家如此遥远的多伦多做什么？你父母在哪里？你卖的这些相框没被人偷走吗？”她还反复问我一个问题：“这是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吗？”

1个小时之后，我手里拿着第二杯冰茶，身体几乎纹丝不动，我们仍在深入交谈。我了解到她已经82岁，平时独居，是已经退休的社会服务人员。她很会讲故事，讲话的仪态十分优雅。她反复强调，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以及要与谁共事。“听着，”她突然用那有点沧桑的声音强调，“你必须热爱你所做的事业，同时要更热爱与你共事的人。”她稍做停顿，露出一个大大的宽慰式的笑容，随后补充说，她相信我的人生一定会大获成功。那天她一个相框也没买，但我莫名地对她的话深信不疑。

不只创造追随者，更能创造领导者

过去20多年，我经常出差，四处奔波，同时努力遵守那位老妇人智慧的教导：热爱我所做的事业，更要热爱与我共事的人。我面试第一份工作时对当时的面试官颇有好感，才最终接受了这份工作。那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些面试官中的某些人将成为我一生的导师，有的资助了我的历次创业，有的成为伴随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同事，有的是为我的计划提供建议的合作者。

其中一位面试官是我多年的导师，麦肯锡咨询公司（以下简称“麦肯锡”）前合伙人谢全仁（Tsun-yan Hsieh）。第一次见到谢全仁时，我还是麦肯锡资历尚浅的助理，而他是高级合伙人，他后来成为麦肯锡职业发展委员会的全球会长。时任麦肯锡全球董事总经理多米尼克·巴顿（Dominic Barton）在与我探讨如何撰写本书时，称赞了谢全仁的教导方式、学习能力和成长哲学。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和巴顿曾在麦肯锡位于多伦多的分支机构共事，那时谢全仁就是巴顿的导师。如今，巴顿十分感激他，称赞他是在麦肯锡对公司领导力和人才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几个人之一。

我在麦肯锡工作了20多年，直到巴顿称赞谢全仁的影响力，我才向谢全仁请教自己一直想搞明白的问题：20多年前，为什么他在这么多渴望得到他指导的员工中选择了我，帮助我成长？谢全仁沉思片刻，说道，他不确定是他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他。他的语气和仪态没有丝毫的傲慢。这个答案引起了我的共鸣，他说得对。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与年少时在多伦多北约克郊区相仿的那种经历。就像我先敲开老妇人的门一样，是我先选择了谢全仁，接下来谢全仁也选择了我。谢全仁也像那个老妇人一样给了我智慧的教导。他总结说：“指导是相互的。导师必须相信，自己会从帮助他人成长的过程中获得极为满足的人生体验；而学员也必须相信，他们的导师既会传授知识和技能，也会传授人生哲学与职场智慧。”

这就是谢全仁典型的思维方式：将每一个时刻都看作潜在的学习机会，谦逊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能意识到，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想与之共事的人身上投入更多心血，让他们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就能与他们共事。谢全仁提醒我，20多年前，我曾向他呈报过一份关于中国大型家族企业人力资本的研究报告，而这恰好涉及他和我都很感兴趣的领域。在正式的教导开始之前，共同的兴趣为我们建立正式的师生关系打下了基础。对我而言，他与其他好企业家持续而深刻影响着我的生活和事业。

我一直知道，谢全仁总是将员工放在第一位，把帮助年轻助理成长作为他的一项重要使命。不过，直到后来与他交谈，我才知道，几十年来，他以坚持写日记的方式持续塑造着自己和他人的美德与品格。谢全仁曾经指导过麦肯锡的一位年轻助理。之后他们的一次偶遇让谢全仁有了写日记的念头。这位助理因为与导师在路上不期而遇异常兴奋。他当即邀请谢全仁去自己家里做客。晚餐时，他向谢全仁分享了自己离开麦肯锡进入音乐行业的成就和喜悦。他由衷感谢谢全仁在他主动寻求职业转型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谢全仁让他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他的回答让谢全仁颇感意外。以前这位年轻人也曾向其同事们咨询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他对谢全仁说：“你是唯一鼓励我放弃麦肯锡的工作、追随我所热爱之事的同事。”

谢全仁依稀记得当时的场景，但他没有意识到那句话的重要性。他只知道，“即便那时失去一位优秀的助理会给工作带来不便”，他仍会这么做。告别这位前助理之后，谢全仁赶往机场。在候机时，他走进一家精品店，买了一本他能找到的最大最厚的万宝龙日记本，这个本子有将近300页。他登机后开始写日记，讲述他与这位前助理偶遇的故事，写下他受到感谢的原因，以及他们的对话带给他的感受：非常感动，并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能让他对别人的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影响。

从此以后，谢全仁决定，凡有人对他的教导表示感谢，他就在日记本上记下来。他记日记的动机与收集他人的称赞无关，相反，他感受到一种使命，那就是要教导尽可能多的员工，他相信写日记可以激励他完成这一使命。他下定决心，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致力于从事大量的教导工作。对他来说，把员工放在第一位既是个人使命，也是终身事业。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谢全仁性格内向，麦肯锡的其他很多合伙人只是把谢全仁当作思想领导者和为企业引进资金的“造雨人”，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把他看成一位有潜力的领导者。谢全仁试图把他的使命纳入自己在麦肯锡的“职业培训项目”（他的“个人商业计划”），有人却告诉他，这个使命没那么重要，可以把它“放在计划的附录中”，并强调其他因素才更有助于实现他的使命，比如：为公司招揽客户，贡献才能。

谢全仁为写日记这件事确立了一些基本规则。首先，他不会也不愿为了增添日记条目，而刻意索取别人的称赞。如果有人感谢他，那一定是因为对方想要感谢他。其次，日记内容必须具体。自己究竟做了哪些事，对他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或大或小的影响？当自己获得别人的反馈时，自己的感受如何？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道：“我所写的每一则日记，只用于激励自己在帮助他人成长方面做得更多、更好。”他相信，员工的职场品质可以得到塑造与培养，而他自己的职场品质也会因为这些关系与经历得到完善。他写日记的好习惯形成了良性循环：他愿意帮助别人，别人也愿意帮助他成长为一位更优秀的导师。最终，写日记成为一项重要的领导力实践，帮助谢全仁实现经久不衰的领导力目标：帮助他人过上完满而有意义的生活。他鼓励员工更全面地看待成功，成功部分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让他人的人生变得更成功，是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他曾经写道：“大多数公司的高管就像是参加比赛的马，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全力赛跑，并在赛场上赢得胜利’。但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主动塑造人生，在工作和其他领域充分展现自我价值。”1让员工变得更优秀是一种“软成就”，这与“硬成就”是相得益彰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谢全仁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一旦写满近300页的日记本，他就结束在麦肯锡的全部工作，然后离开麦肯锡。25年后，他写下了最后一则日记，然后兑现了诺言，用他的话说就是“从麦肯锡退休”。从那以后，他的职业完全转型，变成了领导者的咨询者、顾问和导师，并成立了自己的品牌——LinHart。通过他的努力，至今他有300多位客户要么在工作中拥有了更大的热情和使命感，要么创建了有价值的企业，要么也开始为他人提供指导和帮助。他和那位老妇人一样，向我展现了改变始于拥有帮助他人的决心。

几年前，我参加了谢全仁的60岁生日宴会。我发现他的学员在开他玩笑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他们都表示，在每一个教导环节，谢全仁总是能看到他们自己未发现的潜力，这大大帮助了他们开发自己的潜能并培养好品质。

获取更有使命感和持续性的成功

在商业领域，成功的传统定义就是利润的最大化。然而，这一定义显然没有考虑加里·里奇和谢全仁等人提出的能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价值观。他们仅通过致力于帮助员工持续成长，就提升了所在组织每一方面的表现。他们所做贡献的影响范围远超他们所在组织的范畴，并通过价值观的力量、持久的关系和恒久的企业文化持续发挥影响力。实际上，职场品质比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更为强大。

关于成功，我设想了一种全新的、更宽泛的定义，它体现了职场品质的力量：一种更具使命感、更自觉和更深层次的成功，而不仅是基于利润或股东回报的成功。追求利润和股东回报并没有错，我的意思不是说，追求职场品质就要全然不顾利润和股东回报。在商业领域，业绩当然很重要，但我们可以眼光更长远、更开阔。

从根本上讲，业绩表现和股东回报是一系列原则、实践和人文关怀的“副产品”。我承认业绩表现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性主要取决于好员工、价值观和企业文化，而非取决于其他因素。然而，追求职场品质并不需要牺牲其他方面。即便是用传统的市值评估法来评估，最终也会反映出职场品质给企业带来的价值。传奇投资大师本杰明·格雷厄姆(2)说：“短期来看，市场是投票机，但长期来看，市场是称重机。”虽然很多股票的价格短期来看是由“大众投票”决定的，但长期而言，市值能够同时反映企业的隐形价值和财务表现。2像WD-40公司这样的企业总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业绩表现也总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追求利润不是一种足以保证企业长期成功的价值观。而追求职场品质则可以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工作有没有为组织做出贡献？我的价值观有没有对职场关系形成正面影响？因为这些关系对于建立友善、同情和互助的长期文化十分重要。成功的含义不仅仅是赢得大众的短期投票，因此，我们必须丰富成功的含义，将职场品质包含在内。

已故的约翰·伍登（John Wooden）被誉为“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伟大的篮球教练”，他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农场长大。他深知有必要更全面地看待成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期间，他在12年内带领球队赢得了10座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冠军奖杯，指导4支球队取得赛季30胜0负的战绩。1971年至1974年，他带领棕熊队创下了联赛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88场连胜纪录。在作为球队教练的29年职业生涯中，他的胜率超过了80%。3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伍登总是回避使用“赢”这个词，他反复思考成功的真正含义。他不喜欢“赢”这个词，因为他说：“有时你的得分比对手多，你也可能是输家；有时对手的得分比你多，你也可能是赢家。”(3)伍登认为成功不仅事关输赢。

伍登在成为教练之前，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一位英语老师。1934年，他对成功有了自己的看法，并开导那些抱怨自己的孩子没能考取全班最高分的家长。伍登告诫家长，不要在意其他孩子考了多少分。伍登的父亲曾告诉他，永远不要试图比别人做得更好，而是要向别人学习，然后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4不要尝试比别人做得更好，又要尽你所能把每件事做到最好，这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然而，这正是获得成功的关键秘诀。成功一定源于做最好的自己，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伍登将他对成功的看法运用于整个教练生涯。对他而言，成功意味着“获得心灵的平静，知道你已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并为此感到满足”。5在这句话中，没有一个字与“赢”有关。

这正是我在探寻职场品质的过程中想要寻求的答案。有些领导者和其他人获得了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股东回报、物质财富或者胜率。我不仅关注他们所获得的成功，而且关心他们获得成功的方式。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贯穿着这一探究过程，我建立的职场关系和教导关系也经历着这个过程。我总是自问，在价值观和品格方面，我是希望更像他们，还是希望更不像他们？在做人的品质方面呢？伍登的说法是对的，对于很多成功人士，也就是那些获取了财富和名气的人，我们根据成功的传统定义可能会把他们视为赢家。但事实上，声望上的成功和对他人职业生涯的长期影响更重要。职场品质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将成功之于一个人和一个组织的含义提升到更高的层面：成功关乎意义、本质和影响。

我认为，一门成功的生意不仅应该实现股东长期利益的最大化，还应该看重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持续性和影响力。我们需要转变商业领域对话的方向，探讨我们应该如何践行职场品质以及帮助他人拥有职场品质。商业应该成为能给社会带来巨大改变的管道和媒介。为扭转商业社会玩世不恭的倾向和弥补信任的普遍缺失，我们需要倡导职场品质。约翰·麦基是全食食品公司（Whole Foods）的联合创始人，他在《自觉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一书中阐述了职场品质的原则。

利润最大化是商业的唯一目标，这种几乎被奉为圭臬的观念大大抹杀了资本主义的名声和商业社会的合法性。我们需要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出发，重建商业的真正本质：商业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为股东创造价值。6

我喜欢约翰·麦基的这段话，因为它充分诠释了职场品质的力量，还丰富了商业成功的内涵：商业既要为股东，也要为利益相关人带来深刻的改变。对于股东而言，成功与否意味着赚钱与否，有时甚至是牟取暴利。实际上，一门成功的生意应该每天都能对相关的广泛人群产生积极影响。全食食品的股东人数很少，但利益相关人众多，从农民、种植户到拣选、包装、运输的工人，再到店面工作人员和品牌形象大使，最后到顾客，共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企业可以主动重视它的利益相关人，鼓励人们获得成功，在经营过程中弘扬职场品质。约翰·麦基和全食食品的例子表明，职场品质在商业中也是一种竞争优势，最终会给经营带来帮助。事实上，我们能够在践行职场品质的同时，充分实现股东和利益相关人的利益。

践行职场品质还可以使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拥有长期的幸福，产生长期的意义和价值。科学研究证明，投资人际关系比投资金钱和名气，更能使人过上健康、幸福和成功的生活。2015年，罗伯特·沃尔丁格博士（Dr. Robert Waldinger）是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所（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主任，他在TED TALK(4)的一场演讲中发布了一项超长期研究的报告，该研究跟踪了724名男子在过去75年中的生活。7沃尔丁格博士系统观察了这些受试者，并进行一系列的医学测试，他发现获得长期幸福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是人际关系的深度和质量。沃尔丁格博士认为，该项研究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人在人际关系上的融洽程度与身体的健康程度显著正相关。在援引对“慢性炎症、应激激素循环和特定环境下某些类型的基因开合”的研究成果时，沃尔丁格博士反思道：“其中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是，人际关系与身体健康具有显著关系，我们的情感生活和身体之间存在着真实而有效的关联。”8只要将时间和精力投到他人身上，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幸福。我相信，这一结论既适用于生活，也适用于商业经营，你需要把经营好与他人的关系放在第一位。

毋庸置疑，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感受到的幸福和享受到的成功，都直接源自身边那些践行职场品质的人。他们乐于助人、善用智慧，为他人提供指导。我在职业生涯中，总是将他人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而不是优先考虑创意、产品和利润。这意味着，在评估经营决策的时候，我会以是否符合全部利益相关人的最佳利益为标准，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在评估工作机会还是一个可能很棒的想法时，我总是会思考：我会与谁共事？这项决策会对谁产生影响？我的决策是否同时尊重了我和员工的价值观？这一决策对于我们共同追求的真理、同情和完满等价值观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参与创办了两家颇有影响力的战略咨询公司。这两家公司可以说是在以人为中心方面贯彻最彻底的公司了。之后，我又与另一位导师迪克·哈林顿（Dick Harrington）共事，他是我现在所创公司的合伙人，我们曾一起帮助拥有4.5万名员工的《财富》500强企业汤森路透集团（Thomson Reuters）实现企业文化转型。最近几年，我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一家保健零售服务连锁企业MiniLuxe，我担任董事长。MiniLuxe用全新的技术和体验重新定义了美甲护理行业，在经营过程中，它积极造福于成千上万的美甲技师和客户，为此，我深感自豪。8年前，我与大学室友在波士顿共同创办了一家投资公司Cue Ball，我担任首席执行官至今。在这家公司，我一直向风险投资行业传播一种新理念：利益相关人优先，每个环节都要以人力资本为中心。

我在事业和生活中做决策时，通常都要考虑一个因素：力争与具备职场品质的人共事。我在职业生涯中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有幸与一些同事共事了很多年，甚至是几十年。我很享受我的工作，主要是因为和一群具备职场品质的人共事。如果你把重心放在有正确价值观的人身上，那么其余的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我坚信，如果你位高权重，你就既有责任成为最好的自己，也有责任成就他人。

对个人成长而言，工作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商业领导者必须肩负起重大的责任，利用无处不在的机会传播职场品质。这也让我深入思考，我对同事和利益相关人负有哪些责任。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如果年轻同事实现了工作目标的一部分原因是你的指导，那么你体验到的快乐将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我们曾经帮助过的人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都会为他们感到自豪。我想起一个例子。斯泰夫·杰伊（Stef Jay）曾经是我之前所在的数字和互联网战略咨询公司泽福（ZEFER）的实习生。那时，我第一次当首席执行官，还在学习如何做一个领导者。所以，我搞砸的事情比我做好的事情更多。然而，无论我要求杰伊做什么或者需要她做什么，她总是保持正能量和乐观的态度，同时还真心实意地关心同事。

之后，她在高盛工作了14年，事业有成。似乎是出于命运的安排，她后来嫁给了泽福公司的另一个同事。这些年来，我很喜欢与杰伊交流。有时，她会给我打电话，向我寻求职场建议。通常，我会告诉她怎么做才符合她的最大利益。其中，有一条建议是我每次必提到的：没有什么能比我们身边的人更重要，因此，我们总是应该更看重企业团队和公司文化，而非企业竞争力、公司名气和个人薪酬。

我相信，杰伊一定会在做决策时把他人放在第一位。今天，她已经是沃尔玛全球电子商务公司的高管，还是育有两个孩子的超级母亲。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现在轮到我给她打电话，听取她对数字和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趋势的看法。她和其他曾得到我指导的同事现在都非常优秀，并且十分享受他们的事业，我不仅感到自豪，还真切地感受到幸福。这是真正的奖赏和更大的成功，而这些来自践行职场品质。我认为，我们都应该追求这样的奖赏和成功，让自己和他人一起获得更大的幸福，并竭尽全力去实现它。

企业家箴言，践行5种职场品质

完善品格、追求职场品质，已经成为我过好生活、养育孩子、创办企业和领导公司的核心原则。我希望我的公司既能创造非凡财富、实现商业目标，也能积极影响我们的合作伙伴、同事、创业者、投资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然而，直到最近，我才真正体会到一种感受：有些人出现在我面前会让我感到鼓舞和振奋，同时也会让我变得更加踏实和自信。当我有这种感受时，就试图把它封存起来，随后再重新审视它，以搞懂原因。

后来我开始隐约意识到，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他们帮助我提升了自己。我很想知道，自己如何也能让他人体会到这种感受，如何将帮助他人当成自己的一种生活、工作和领导方式。所以，三年前我决心深入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同时想彻底明白职场品质在领导力、哲学、历史和文学中的含义。最终，我发现尽管具备职场品质的人出类拔萃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如果我们能知道大多数具备职场品质的人做决策依据的一些元理论、框架和思路，将有助于领导者和员工沟通，从而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这就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

自始至终，我拥有的智慧来自我有幸遇见的导师、卓越的领导者和促使我每天精进职场品质的人。我不可能列出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仅列出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导师，他们积极影响了我，也鼓舞着我去影响别人。他们是：当代广告创意大师杰伊·恰特（Jay Chiat）；现任哈佛商学院院长尼汀·诺利亚（Nitin Nohria）；传奇风险投资人和格雷洛克公司荣誉退休董事长亨利·麦坎斯（Henry McCance）；我公司的第一个投资人弗农·洛博（Vernon Lobo）；泽福公司早期董事会成员和康泰纳仕集团前执行副董事长凯茜·维斯卡迪·约翰逊（Cathy Viscardi Johnson）；终身导师谢全仁；同事迪克·哈林顿，他任职汤森路透集团首席执行官长达17年；马茨·莱德豪森（Mats Lederhausen），他曾领导过Chipotle公司和Redbox公司(5)，是第一个将商业领域的使命哲学呈现给我的人。

然而，领导力并非只体现在商业领域。实际上，商界人士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其他领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质疑利润主导的商业领域究竟存在多少职场品质，特别是在投资行业。最后，我不仅想要探究领导者的才能，更想要探究领导者的职场品质，后者值得我进行更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其他领域，几个德高望重的人给了我深刻的洞见和鼓舞，他们自身就具有领导者气质，包括爵士乐艺术家赫比·汉考克（Hebie Hancock）、建筑大师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跨学科研究员和教授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塔夫茨医疗中心（Tufts Medical Center）肿瘤学家杰克·埃尔班博士（Dr. Jack Erban），以及荣誉退休将军斯坦利·麦克里斯托尔（Stanley McChrystal）。

为撰写本书，我总共进行了近百次采访，这些采访让我获益良多。多元化的解读非常重要，因为显然，每个人都知道成为拥有职场品质的人的重要性。很多采访对象虽然不是名人，但仍对于职场品质有自己深刻的洞见。因此，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启发。我的采访对象也包括我生活中的无名英雄和我认识的小有名气的人，他们的品行在生活中鼓舞着我。本书记录的关于他们品行的故事也对我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人包括：我的父母和家人；我的高中老师瓦勒里·派克（Valerie Pike），她后来成为我们大家庭的朋友；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她在第二巡回法院当法官时，我的妻子是她的助手，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所有这些人的品格力量以及他们对职场品质的共同追求，为本书的观点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认为关于职场品质这样的主题，视角越丰富，就越能够更好地甄别、厘清和理解职场品质的本质。

首先，在决策过程中，好员工和企业家会有意识地、主动地把利益相关人放在第一位，而不是选择性地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就需要坚持长期这样做。其次，好员工和好企业家通过持续提升自己不断成长。他们不仅努力完善自我，还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人成长。再次，尽管好员工和好企业家也认同才能的重要性，但他们更看重强调职场品质而不是推崇才能的价值观。然后，好员工和好企业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明白职场品质的养成既需要下苦功夫，也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寻求平衡。最后，好员工和好企业家既能在艰难环境下，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践行职场品质。简而言之，只要有机会践行职场品质，他们就会去这么做，而不是受现实情况所迫。他们已经把践行职场品质当成了习惯。

当我们发现或体验到职场品质时，上述五个维度通常会同时起作用。我们应该学着具备并发展这五个维度，鼓励我们所关爱的人也养成这些特质，并在我们的工作中践行职场品质。我将之总结为“企业家箴言”，它指导着我的生活和事业。本书会详细探讨这五个维度，下面我们先简要了解一下。

企业家箴言

职场品质1，把他人放在第一位

职场品质2，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职场品质3，追求职场品质优先于追求才能

职场品质4，在现实与职场品质之间寻求平衡

职场品质5，抓住一切机会践行职场品质，不必受环境所迫

职场品质1，把他人放在第一位

“把他人放在第一位”这个原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实则不然。“你的一切行为都要顾及他人利益”，这句话意味着我们要主动而持续地把他人放在优先位置，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点。这个原则来自哈佛商学院前教授乔治斯·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他也是“风险投资之父”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创建人。多里奥特经常举一个思想实验的例子：假如有一个二流团队，拥有一流想法；还有一个一流团队，拥有三流想法，你会选择加入哪个团队？很多人会选择拥有一流想法的二流团队。但多里奥特的回答则是，你应该总是选择一流团队。为什么？因为观念和行业的变化比人的变化更快。一流的团队领导者可以及时调整和改变计划，激励团队成员落实一流的想法，并在这个过程中坚守组织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选择加入一流团队呢？因为大多数人喜欢有潜力的想法而不看重团队成员的价值观和品格。不顾团队质量而痴迷于想法，可能会让团队最终执行不力、结果平平。尽管一流的想法能够吸引一流的团队，但通常二流的想法只能吸引三流和四流的团队。我认为多里奥特的答案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一流的团队坚定地以职场品质为中心，同时还拥有令人钦佩的专业能力。加入他们，你就能更容易实现卓越的商业目标。

在商业领域和日常生活中，最值得敬佩的领导者都是那些遵守他人优先原则的人。多里奥特告诉我们，是人创造和执行了伟大的想法，但反过来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只有好企业家才能把职场品质传递给他人，只有好企业家才能实现伟大的成就。把他人放在第一位是一种长期行为，不是短跑式的偶然之选，而是马拉松式的长期选择，是持续一生的追求。让践行职场品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你会有这样的态度、倾向和行为吗？你愿意塑造这种品格，在思考和行动时自觉地践行职场品质吗？

职场品质2，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多年来，谢全仁一直在鼓励和帮助他人塑造职场品质，使他们逐渐充分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并重新认识自己。我们身边那些致力于帮助他人成长的人，都认同一条最基本的真理：我们都有共同的人性。基于此，好企业家不会太在意他人的简历、工作角色和职业地位，他们会真诚地与他人打交道，帮助他人成长为最好的自己。他们正直、自信，拥有耐心和慷慨的品质，比如某位独居老妇人，在夏季一个炎热的午后，邀请一位少不更事的推销相框的年轻人在她的客厅喝茶聊天。最具同情心和人性关怀的时刻，莫过于人们愿意克服自身性格弱点，聚焦人性共同点而非差异的时候，比如：某人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热情拥抱或者主动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或我们与陌生人产生片刻连接的时候。

如果我们忽略自己的职业角色和公司层级制度，就能充分利用整个组织的潜能。我所得到的重要帮助，有些来自行政人员和初级员工，他们对我的帮助之大，远不止替我分担了工作量。他们的真诚和出人意料的洞见激励着我成为更好的领导者。最近，一位年轻的同事在快下班的时候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是否能跟她交流几分钟。她的神情有些紧张，向我解释说，我曾在那周初向下属表示因为项目截止日期快到了，所以我压力很大。她认为，我这种做法不会有激励大家的效果。她说：“你表示压力很大，我们就会认为是我们让你失望了。我们感到很困惑，你平时不是这么看待我们的，这不是你的行事风格。”事后，我给她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感谢她的坦诚和勇气。指导他人绝不应该只是自上而下的行为。我们周围的人都有资格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

如果每个人都能放下架子，打开心防，关注共同的人性，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我们都有梦想和心爱之人；我们都渴望得到他人认可、拥有影响力、获得安全感、得到他人的关注和重视；我们害怕死亡，同时又能够反思自我价值；我们既很强大，又很脆弱；我们能够给予孩子无尽的爱，却在工作中隐藏了真实的人性。记不清何时，我们接受了这种职场观念：展现人性意味着不够职业化，但事实上，展现人性其实只是意味着我们共同拥有一些深刻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职场中多展现出一些同情，在实践领导力时注重人性，我相信，在不牺牲商业目标的情况下，我们一定有能力塑造更多的职场品质。

职场品质3，追求价值观优先于追求才能

我提到职场品质时总是强调还有比才能更重要的事物。在商业领域我们需要才能，但只有才能是不够的。职场品质比才能更重要，它是一个人目标、本性和基本价值观的表达。职场品质比才能更具价值，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tzkopf）将军说：“践行领导力是有效地结合战略素养和个人品格。但如果必须二选一，那就放弃战略素养吧。”9

我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时，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都认为，在大学要学习的是硬技能，比如，金融、技术和运营管理。然而，校友们和教授们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我们更应该记住软技能主导的知识，比如领导力。此言不虚，如今，我们大多数人已不太记得从教授硬技能的课程中学到的计算公式或者现金流折现模型，但我们发现软技能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预料。

我们对才能的偏好在商业领域的其他方面也很常见。多年来，我采用定量指标评估求职者的才能：毕业院校、学科成绩、接受专业培训的年限、为前任雇主创造的销售业绩或价值。然而，这些指标不可能鲜明呈现求职者的职场品质。如果所有大学的新生录取只基于SAT(6)分数，那么我会质疑今天大学生生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质疑学生是否还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巨大的潜力。个人简历和传统面试无法告诉我们求职者在职场品质方面更细微、更隐蔽的特质。虽然分数、成绩、职位都是有用的数据和资料，但只依靠它们很难预测人们的潜力、性情以及最重要的职场品质。

商业领域正在发生变化。如今，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聪明、机敏，富有战略素养，还展现出一种难以定义的特质。这种特质既包括卓越的口才，还包括软技能。后者影响了领导者工作、领导和生活的方式。管理学教授悉尼·芬克尔斯坦（Sydney Finkelstein）在《超级老板》（Superbosses）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某些受人尊敬的领导者不同寻常的领导方式，包括以身作则、亲力亲为、持守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以富有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方式实现目标等10。比如，为了考察应聘者是否符合组织的价值观和文化，超级老板们经常发明一些非常规的招聘办法。我的导师广告界传奇人物杰伊·恰特会向应聘者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或者在面试中做一些非常规的事情，以考察应聘者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世界名厨艾利斯·沃特斯喜欢在面试开始时，与应聘者谈论与餐饮业无关的一些图书，以评估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11

不按套路出牌的领导者、超级老板和好企业家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们总是将职场品质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放在优先位置。我们都会本能地赞同和欣赏这些精妙、复杂的品格与价值观，然而在实践中却往往让才能优先。这主要是因为评估很困难，所以我们需要想出不同的办法更好地甄别好企业家，比如恰特和沃特斯的做法以及我们接下来要深入讨论的例子。此外，对于培养卓越的领导力和组织文化而言，这些职场品质和价值观也是必不可少的。好企业家及其所带来的价值观和文化，才是企业获得长期成功的秘诀。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

职场品质4，在现实与职场品质之间寻求平衡

追求和促进职场品质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倾向，也就是说，人性本善。然而，由于现实世界存在诸多障碍，践行职场品质常常面临挑战。我们经常需要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例如，一方面，我的确很重视自己所在组织中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乐观、充满正能量；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实用主义者对于组织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能提出和执行具体的想法。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彼此冲突的场景很常见。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在目标与现实的时空之间不停转换，因此冲突几乎每天都会发生。然而，好员工知道，他们需要在事情的优先次序与现实的各种压力之间寻求平衡。他们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总能在冲突中求得平衡。

本书第二部分将探讨我们在践行职场品质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懂得如何在面临冲突时寻求平衡至关重要。寻求平衡通常是一个耗时的需要沟通和体悟的过程，我们需要拥有耐心，运用智慧以及得到好企业家的帮助。幸好我们可以实现平衡。我们需要时刻意识到，现实与职场品质之间的冲突真实存在。我们还要给他人足够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找到平衡点并满怀信心地推进工作。

职场品质5，抓住一切机会践行职场品质，不必受环境所迫

哈佛商学院院长尼汀·诺利亚区分了领导者的才能与品格。当我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观点时，我猜测他是想说服商人克服无节制、贪婪和奢靡的弱点，而这些正是商业领域饱受诟病的地方。诺利亚之所以这样区分，难道不正是为了提醒人们做正确的事吗？毕竟，过去几十年商业领域问题丛生。关于金融丑闻、企业腐败的案件频频爆出，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度迅速下降。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和动荡的政治局势引发公众的持续声讨与抗议。

起初，我以为诺利亚的目的只是找出提升组织诚信和品格的方法，减少商业领域中的恶行。但实际上，诺利亚想要表达的内涵更为丰富。关键在于，践行职场品质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恶行，更是为了在商业领域塑造更多的职场品质，这也是职场品质应有的使命。仅在面临危机时践行职场品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主动践行职场品质，特别是当我们身居要职能够带来积极变化的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做到了抓住一切机会主动引领和驱动积极变化？我们是否既能在困境时持守价值观，又能在任何情况下做到君子慎独？

践行职场品质就是不断践行正向的价值观，直到它成为你下意识的行为方式：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践行职场品质。如是，我们就能带来真正的变化。毕竟，变化始于每个人为他人带来变化。

我有幸遇到过另一个好企业家，传奇风险投资公司格雷洛克的荣誉退休董事亨利·麦坎斯，他也是我的导师。麦坎斯曾领导格雷洛克公司长达45年，投资了Continental Cable电缆公司、领英、Workday公司(7)等知名公司。他教导我练习风险投资，学会如何将他人放在第一位，他也把帮助他人实现梦想当作自己的人生使命。麦坎斯说：“如果你一生能帮助10个人的人生发生改变，这些人又再影响另外10个人的人生，如此循环，结果会如何呢？”

一路走来，我们都曾得到过身边人的帮助，而我们应如何回馈身边的人，对他们产生积极影响呢？

如果我们主动选择践行职场品质，就有可能在全世界不同的行业点燃积极变革的火种。这种可能性激励着我撰写本书。我希望你自问：你愿意与哪10个人建立关系，展开一段职场品质养成之旅？你是否愿意成为他们事业的支持者，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成为他们的依靠，在他们面临两难选择的时候成为他们的顾问或导师，在他们成功的时候为他们喝彩？当你有条件帮助他人的时候，你是否会挺身而出、说到做到？你能激励这10个人去帮助更多的人吗？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每件事都要以人为始，以人为终。我们在做决策时应该把人放在第一位，这个理念根植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人与人是彼此连接的，我们能够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当我们抛开自己的职业角色和地位，真诚地为他人的最佳利益而行动时，我们共有的人性光辉就在闪闪发光。

·　才能很重要，但品格和价值观更重要。真正卓越的领导力不是优秀的工作技能或专业能力。对于企业家而言，才能是相对容易获得的东西，而职场品质因根植于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企业家的品行，所以更稀缺，也更有价值。

·　践行职场品质需要找到平衡点。由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因此，践行职场品质并非易事。关键是要找到平衡点，以防现实的压力完全压倒我们对职场品质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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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小时候就已经学会用榜样人物而非具体的标准来描述良善的人，比如阿蒂克斯·芬奇(8)，他让我想起了埃比尼泽·斯克鲁奇(9)。孩提时的我们都会被超人和蜘蛛侠这样的超级英雄所吸引，由此我们粗浅地认识了善与恶、对与错。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生活阅历、际遇和榜样人物会逐渐增多。我的榜样之一就是那位退休的社会工作者，那位老妇人无意中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让我努力成为一个终身践行美德的人。有些人可能会从他们的信仰获知道德规范，比如，《圣经》中提到的黄金法则：“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对于何为美德都会形成一种直觉上的共识。

美德常常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具有人情味、获得灵感、开阔眼界。美德的力量通常来自一系列品格、特质和价值观，我们直接或间接从父母、老师和信仰学习美德，但在商业领域只有极少数美德要素得到了讨论和传播，那就是职场品质。在商业语境下，职场品质往往是才能的代名词。哪个工程师最专业？在一流的中学和大学中哪个学生的成绩最好？哪个员工做出了最优异的销售业绩？毫无疑问，我们希望身边都是极具竞争力的好员工，他们可以做出十分出色的业绩。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把领导力和企业绩效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就应该关心员工工作的理由和方式。我们需要全面理解职场品质的含义，同时考虑品格和价值观。

更全面的职场品质的含义将受人尊敬的企业和领导者与仅仅强调才能的企业和领导者区分开来。我相信，职场品质与好企业家对于个人、企业和社会的成功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我们想要创造的美好未来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的领导者往往是形成变革的重要力量，原因有三点。首先，工作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除睡眠之外，我们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工作。其次，企业能够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对很多人产生影响。最后，我们的工作场所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我们能帮助年轻人养成良好的工作态度、形成过硬的工作技能、塑造正确的思维方式。我采访了最受尊敬和最有成就的人，从四星上将到大型医院肿瘤科负责人，其中有些人的确相信，在组织中传扬价值观而非只注重才能，才是他们的职责。这种做法将有助于企业形成面向未来的竞争力和企业文化。

要想让企业创造真正的长期价值，职场品质是最重要的驱动力。然而，多数人无法就好企业家的定义达成共识，更不要说就评判好企业家的标准达成共识了。在商业领域，为了方便评估，我们习惯了获取仅反映业绩表现的硬数据。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同样看重无形的品格和价值观？因为品格和价值观也十分重要，主导了员工的行为与表现。

因此，我们需要搞清楚职场品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含义，而不是在哲学与心理学中的含义。在工作场合，我们需要把这种软技能变得更加具象化，具有可操作性。如是，那些我们明知正确但很难定义和量化的事情，就可以先予以重视并落实了。

我们举个例子，分析一下“酒”这个字的含义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以及现代酒业是如何产生的。没有这种演变，就不可能有品酒师这个职业。当品酒师用恰当的字词、类比和隐喻来描述酒的味道与品质的时候，“酒”这个字就别有一种诗意、诱惑和优雅。几个世纪以来，酒不过是一种强化饮料，用来替代当时可能不卫生的饮用水。后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喝酒，从日常到消遣”，这表明喝酒已经从一种司空见惯的日常行为变成了消遣行为。1结果，酒业整体发生了变化，酒的品类更加丰富，人们需要用更精确的词汇来描述不同酒品的特点。

我们已经学会通过水果的品种来区分酒的特点，学会通过分解每一种坚硬的矿物质来识别栽种水果的泥土的特征，学会通过分析酒渣（酒桶里的沉淀物）来分辨酒桶的材质。然而，与酒有关的专业术语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才有了品酒师这个职业。2他们提出了辨别酒品特征的新体系，比如，按照颜色、味道和起源对酒品进行分类。在每一种类别中，品酒师又按照专业术语进一步细分，比如，用描述常见颜色的词，诸如浅色、砖红、红宝石、墨色等词汇来描述颜色；用描述香水特点的词，诸如黑莓果、苔藓、森林等词汇来描述香气；用描述织物特点的词，诸如有劲、重、轻、鞣酸等词汇来描述味道；用类似风土等词汇来描述酒的历史和地理风貌。

同样，我们能够优化定义和改进评判好企业家的方法。我们对于职场品质和好企业家有一种直觉上的认识，就像对酒一样，但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更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比如，优秀的企业家与卓越的企业家有什么区别？一个朋友与一个真正可交心的好朋友之间有什么区别？一个冷漠的顾问与一个值得信任的导师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超越了才能探究让好企业家出类拔萃的原因，我们就超越了表象，试图发掘那些激励着好企业家的无形的品格、价值观和话语。

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将我对职场品质和好企业家的粗浅理解，扩展成一个具体的系统：金字塔框架和词库，以便进一步对构成职场品质的各种价值观进行分类、定义。在构建金字塔框架和词库的过程中，我试图先介绍普遍含义，再解释如何具体行动：先用金字塔框架解释好企业家的含义，再探讨如何实践职场品质。

没有普遍认同的定义和语言，就无法阐明如何具体行动。也许其他框架也能充分阐释好企业家的含义。但我希望自己提出的关于职场品质的系统能够在商业领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讨论，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帮助你更多地践行职场品质。

巧用3个工具，认识职场品质

定义乃基石，但我们还需要了解行为地图上的细节，以找到沿途通向目的地的标记。通过框架和语言，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理解定义的含义，还能掌握践行职场品质的细节。

有时，我们会交叉使用定义、框架和语言，而忽略它们在含义上的细微差异。定义是对词汇含义的概括说明。框架则是一种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定义的结构。我们可以把框架看成一种心智模式，它提供了锚定点，让我们在具体语境中理解定义，就像地基锚定了房子的方位。语言则丰富了锚定点之间的空间，为框架增加了维度、色彩和层级，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整个概念。在了解这三类工具之后，让我们看看如何应用它们来理解好企业家和职场品质。

对好企业家的一般定义是：致力于持续完善价值观，帮助自己和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的人。

图2-1展示了职场品质金字塔框架。如果把框架看成一座建筑，那么该建筑有三块主要的基石：真实、同情和完满。这三块基石是我们追求职场品质的锚定点。美国知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因提出需求层次理论而闻名于世，我在构建职场品质金字塔的过程中，受到了他的启发。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底层是人们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再往上就是满足归属和自尊的需求。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需求之后，我们才能上升到自我实现阶段。职场品质金字塔的架构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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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职场品质的框架和语言



·　金字塔的底层是真实，真实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你所有的行为、思考和感受一定要表里如一。

·　金字塔的中间层是同情：只有理解他人的遭遇，才能做出无私的行为。

·　金字塔的最高层是完满：自我实现，感恩你周围的人，感恩生活中的所有际遇。

构建框架便于我们剖析艰深的概念。在各个领域，人们用这种方法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洞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发展心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计算机网络领域，Bootstrap、Foundation、Semantic都是用户界面设计的语言框架。在商业领域，波士顿咨询集团发明了“明星业务和瘦狗业务”这一市场成长和市场份额的矩阵框架，而迈克尔·波特则提出了关于竞争战略的“五力模型”。每一种框架都能帮助人们把想法转化为行动。

语言的作用在于发掘、明确和增添框架的细节。就这个例子而言，语言有助于描述职场品质金字塔各个层级的价值观。如果把职场品质金字塔看作一座建筑，语言就是填充房间的个性化物品、装饰物和色彩，并赋予房间品味、格调和生命。真实、同情和完满这三种价值观分别对应职场品质金字塔的不同层级。此外，我们还要用心智模式、练习和行动这三个步骤进一步描述每种价值观，从而完善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内涵。图2-1就是职场品质金字塔框架，我们可以借此理解好企业家的概念及其背后的含义。

语言的重要性远超人们想象。如果正确使用语言，就可以阐明任何一个主题。大量研究表明，我们如何讲述和谈论某个主题会影响我们对该主题的看法。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证实了语言与认知密不可分的假说。虽然当代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不会声称语言决定了我们思维与认知的全部过程，但都认同语言深刻影响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共同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对所有概念形成共同的认知，这是一条基本原理。用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打开职场品质的“箱子”，为践行职场品质打造坚实的地基。

我们可以用很多词语来描述好企业家，但真实、同情和完满是三块最重要的基石。我和同事在斟酌哪些是最重要的价值观时，从三个角度考虑问题：首先，哪些词语最精炼地表达了职场品质的本质？其次，这些词语是否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最后，这些词语是否反映了职场品质长期发展的结果？最终，我们决定以真实作为金字塔塔基，以同情作为塔身，以完满作为塔尖。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与几十位令人敬佩的领导者交谈，并为撰写本书采访了近百人。显然，那些受人尊重和敬佩的领导者，无一不把追求职场品质当成是一项长期的事业，甚至是一生的事业，他们持续追求和践行我们提出的三种价值观。同时，也孜孜以求由此衍生出来的其他职场品质。我们可以把真实、同情和完满看作三个音符，当它们被同时奏响时，就会形成悦耳的和声。在好企业家身上，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和谐。

真实、同情、完满，重新定义职场品质

真实、同情和完满，这三个概念似乎抽象难懂，但都可以从心智模式、练习和行动三个方面加以阐述，便于更好地理解。比如，对于真实而言，正确的心智模式是什么？哪些价值观可以帮助我们每天更好地练习真实？最终，我们如何在行动中体现真实？在后文，我们将针对每种价值观分享众多案例，还将分别用一章来阐述职场品质金字塔每一层级的价值观。在此之前，我们先分别概述这三种价值观。

真实

真实是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基石，谦逊、自省和诚信分别是真实在心智模式、练习和行动方面的要求。这三个词合在一起，比单独的“真实”一词所表达出来的含义更有层次感、更为丰富。如果我们不能真实对待自己和他人，职场品质的根基就不会牢靠。我们需要在所有的行动、思考和感受中做到诚实、一致、真实和可信。在日常生活中，使我们做出购买某一品牌的商品或光顾某家餐厅的决定的，正是我们想再次获取过去一贯感受到的美好体验。受人尊重的领导者也具有一致性。如今，企业的管理层普遍致力于提升员工的工作投入度，但其效果取决于管理者的品格：如果管理者真实对待自己和员工，员工就会信任管理者。而要做到真实待人，我们就必须在语言、行为和价值观上保持一致。

与职场品质金字塔其他层级一样，真实始于正确的心智模式或倾向：允许表达真相。真实所要求的第一点就是谦逊这种心智模式。谦逊要求我们承认自己远非完美，即便是最优秀的人也有偏离正确方向的时候。在谦逊和自省方面的一个模范人物，是美国著名家居连锁店家得宝公司荣誉退休董事长和前首席执行官弗兰克·布莱克（Frank Blake）。他曾经向董事会解释，为什么他不是首席执行官的合适人选，因为他几乎没有零售从业经历。3尽管布莱克在专业能力上可能不如其他候选人，但凭着谦逊和自省，他仍在这家零售巨头的八年任期中大获成功。

真实所要求的第二点是自省，自省是企业家成功的关键。如果我们诚实地反省自己，就能了解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影响自己做决策的偏好。每个人天生在某些领域拥有热情或天赋，而在另一些领域则不然。我们需要为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设立客观标准，然后用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正确的心智模式、练习和行动能够让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并对自己感到满意。在具有了谦逊的心智模式和自省的能力之后，我们还要做到诚信、知行合一，在行为、思想和感受上保持一致。诚信是真实所要求的第三点，也是真实和品格的终极体现。

同情

职场品质金字塔的中间层级是同情，同情是职场品质在人性方面的体现。通过理解他人，同情可以产生无私的行为。同情要求在心智模式、练习和行动方面做到开放、共情和慷慨。

开放是同情所要求的一种心智模式。开放意味着减少偏见，拓宽眼界。共情体现了我们与别人感同身受的能力。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更好地倾听他人来共情。慷慨是同情在行为上的体现，意味着我们愿意基于共情采取行动。慷慨的行为可以很简单，比如，给某人一个拥抱，为同事提供建议，参加志愿者活动。所有这些慷慨行为都将同情转化为具体行动。如果我们具有开放、共情和慷慨的精神，我们就具备了自觉慷慨行事的品格。

好企业家之所以能教化员工，正是因为他们富有同情心。他们身上的品德感来自他们无私的行为，而这种无私又来自对他人遭遇的理解。一个人自身并不能展现出职场品质。根据我的经验，只有那些真正给予了员工关怀和关注的领导者，才能收获最高的员工忠诚度和满意度。关注员工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承认员工的独特贡献，也可以是花时间了解员工。同情是很容易被他人感知到的。好企业家能让员工觉得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了。这种感受是职场品质的试金石。下面我会探讨评判好企业家的一条标准，就是看他是否付出多于获取，是让员工感到更乐观还是更悲观。

完满

完满要求在心智模式、练习和行动方面做到仁爱、尊重与智慧。如果说同情产生关怀，那么完满则让我们感到满意，并感恩身边的人和生活中的际遇。医学专家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曾与我分享，感恩“所有的一切，并为这一切感到满足”。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队前教练约翰·伍登曾说过：“成功意味着获得心灵的平静，知道你已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并为此感到满足。”5你可以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最亲近的人有没有过上完满的生活？完满意味着你知道你会努力过上真实而富有同情心的生活，并为这种生活而感到满意。

仁爱是完满的心智模式，将有条件的同情提升为无条件的爱，超越了特定情形下的慷慨之举。仁爱是一种持久的心智模式：我们的满足和终极的自我实现来自帮助他人实现自我价值以及获得成功。

我们不应该仅仅在需要的时候才践行职场品质，而应该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践行职场品质，这很重要。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练习尊重。完满要求我们尊重自己，同时也尊重他人。尊重不是顺从或服从，而是履行我们的承诺，理解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

接下来，我们要依智慧行事，这是一个寻求平衡方案的过程。这种方案既事关与我们打交道的人，也关系到我们要做出的周全决策，因为我们都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许我们无法做到绝对的完满，但我们仍然要致力于主动而持续地追求职场品质，以发挥自己和他人的全部潜能。

构筑理想模型，搭建职场品质金字塔

如果你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看待他人，或者想要知道如何改善某种境况，你可以从真实、同情和完满切入，评估和理解你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天生就倾向于变得更真实、更富有同情心和更完满，同时我们还能影响他人做到这三点。

不过，职场品质并不是一种绝对的要求。我们无法用具体的尺度或可量化的标准去衡量职场品质。职场品质超越了绝对的量度，它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要求我们足够谦逊，承认我们在追求职场品质过程中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本书第二部分将具体讨论这些冲突）。职场品质在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无法照着检查清单定量地评估职场品质，因此，主观能动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要以使命为导向，持续不断地追求职场品质。

下文我们将深入探讨职场品质最基本的要素和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塔基：真实。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定义职场品质的最佳方法就是构建一个结构化的、一致的、通用的框架和词库，以指导我们的行为。职场品质金字塔有三个层级：真实是塔基，同情是塔身，最后是我们努力要到达的塔尖——完满。

·　好企业家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建立在心智模式、练习和行动的基础之上。真实、同情和完满是职场品质金字塔的梁柱。我们描述每个柱子所使用的语言都基于一些基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帮助我们填充真实、同情和完满之间的空隙。

·　构建好企业家框架的最难之处在于认识到，追求职场品质是持续一生的旅程。这个过程以真实为始，然后是同情，最终实现完满。与完成其他特殊的使命一样，追求职场品质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需要主动作为，努力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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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老子，《道德经》1

谦逊、自省、诚信，真实的3个层次

职场品质的根基是真实，真实的基石是谦逊。当我们给自己设定了错误的或不切实际的目标时，往往会被迫感到谦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令我难堪的一段经历，正好与互联网泡沫这一现代经济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现象同步发生。

很少有人能够早早就预见到互联网商业化的未来，然而我是其中的幸运儿。1994年，我开始正式工作，成为麦肯锡的商务分析师。机缘巧合之下，我在麦肯锡遇到了我的第一位事业合伙人。尽管我们都为麦肯锡效劳，但我们扮演的角色迥然不同。那时，麦肯锡的商务分析师在向客户做报告之前，会将手绘的图片交给图表制作部的专家来制作专业的幻灯片。在麦肯锡多伦多办事处的图表制作部，我第一次见到了吴卡明（Kaming Ng）。吴卡明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图表制作专家。他非常善于组织信息，也很擅长设计陈述过程中的互动环节。

只要情况允许，我总是尽可能让吴卡明来制作图表。因为他比其他同事更聪明、效率更高，而且能更好地理解我的意图，将我那些混乱不堪的数据表格整理得条理更清晰。我们喜欢一起谈论信息设计。在几次午夜畅谈之后，我们可能意识到了我们的才能是互补的，可以一起开创一番事业。

几个月之后，吴卡明和我开始在本职工作之余共同创建一家多媒体展示机构Zephyr，后来更名为“ZEFER”（泽福）。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一些麦肯锡合伙人的关注，很快，大量的订单蜂拥而至，我们忙得团团转。1996年，我准备入读哈佛商学院时，吴卡明和我引进了新的团队成员，试图把泽福的战略和定位聚焦在互联网领域。如今，全球互联网商业网站的数量已超过10亿，但在那时，互联网还是新生事物。1994年，当我第一次见到吴卡明时，全球只有2 700个网站。199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万。很显然，互联网商业化开始爆发。2那时，我们很难想象如今会有近10亿个网站，不过，我和吴卡明坚信，我们创立的机构会成为“互联网领域的麦肯锡”，作为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大规模的互联网应用提供创新工具和技术工具。

然而，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都不知道互联网经济的前景如何。但我们似乎胸有成竹。所以，我们在1996年正式成立了泽福公司，这是美国第一家互联网咨询和网络应用开发公司。接下来，公司发展迅猛，令人难以置信。公司员工从几十名增加到上百名，至1999年年末，员工人数接近千人，公司一年的营业收入突破1亿美元。“ZEFER”是“zephyr”的语音拼写，寓意召唤从西方吹来的和风。在公司最早的logo中，第二个“E”被设计成了“Э”，以表示连接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代表着吴卡明和我共有的创业与经营哲学。我们的创业时机非常好。市场对互联网这种新媒体的需求十分旺盛，泽福令人惊叹的成长轨迹绝对是硅谷创业公司梦寐以求的。与此同时，我开始对一些互联网创业公司进行天使投资，并且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回报。我记得我当时感叹道：“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那是一段疯狂而兴奋的岁月。创业公司在起步时没有任何收益，也没有合理的商业模式，就可以获得夸张的估值，恐惧和贪婪四处蔓延。很多全球知名公司开始担心，它们将被互联网公司干掉。这就是现代版的“亨利·福特时刻”：再见，四轮马车！你好，汽车！这与如今的出租车行业对优步、传统酒店行业对爱彼迎的感受如出一辙。泽福公司在这波互联网浪潮中顺风顺水，业务模式如同向淘金者售卖锄子、盘子和铲子，一切都十分顺利。趁着客户根本就不懂何为互联网和应用程序，我们开始大规模地建立网站、开发应用程序。

这时，泽福看似大获成功，我却开始迷失自我，把谦逊和自省抛到了九霄云外。泽福已是行业明星，而我则是互联网浪潮中的明星人物，我不禁飘飘然起来。的确，我取得了一点儿成绩：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我就和同学赢得了哈佛商学院商业策划大赛冠军，我们的商业策划案例被两所商学院收录。当时科技领域最畅销的两种出版物《红鲱鱼》（Red Herring）和《行业标准》（Industry Standard）经常提到我们，其中一家杂志还邀请我当专栏作者。在我读哈佛商学院的最后一年，泽福公司的融资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20万美元，毕业后第2年，融资金额达到了1亿美元。同时我们轻而易举就持续获得了大量新客户。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成功故事，将媒体的正面宣传和顺利融资看成是企业成功的标志。显然，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

然而，我们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继续盲目地高歌猛进，计划让泽福公司在2000年上市。我们夜以继日地准备投行所需的S-1文件，这些文件披露了公司的经营信息和未来发展规划。上市之前，我们要将这些文件呈交美国证监会备案，并分发给潜在投资者。这是上市的必经程序。最后才是创业者梦寐以求的上市敲钟的那一刻：企业的形象标识将悬挂在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的大门上。

当所有的经营指标向好，我们以为只有天空才是我们的极限时，怎会料到未来的逆转？公司持有股份的同事，私下盘算着上市后自己所持股份升值多少，有时甚至是在公开场合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视察纽约办事处时，我估算了如果公司上市后我的个人财富：在各种假设条件下，我的市值都不会低于千万美元。这个数字令我大吃一惊。然而，2000年3月，当公司开始上市路演时，麻烦来了，股市出现巨幅波动。我们眼睁睁看着纳斯达克指数一天天走低，最终蒸发了三分之一的总市值。短暂的上市窗口就这样关闭了。曾经，我们是互联网浪潮的领军企业和核心企业。现在，我们却成了泡沫破灭的领军企业和核心企业。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离奇的一段经历。

我们本以为第二天就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了，敲钟、进入上市俱乐部。然而现实却是，我们在上市前最后一分钟撤回了上市申请。曾经拥有成功形象的企业很快就变成了公众的笑柄。在实现上市前的最后阶段，那些一路追捧我们的媒体，现在反过来把我们上市失败当成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典型征兆。事实上，泽福公司预计上市的那一天正好是纳斯达克指数有史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天，不过，那仅仅是持续数月下跌的起点。

从短期来看，我们因为没能成功上市而失望。但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讲是有缺陷的，这使我们更加沮丧。我们认为上市就代表了成功，而不是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打造创新产品和影响世界当作成功的标准。我们偏离了企业的使命，相比关注成长的质量，我们更关注成长的速度。此外，我们还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去经营泽福，而不是按照企业的使命去打造它。我们偏离了企业的真正使命。我们为公司上市耗费了大量时间，而不是用这些精力去打造一家面向未来的伟大企业，其实上市与否并不重要。可想而知，后面的事态令人沮丧。我们重新整顿公司，申请了破产保护，完成了三轮裁员，后来经营才重新日趋稳定。最终，公司被收购，而这绝不是我们当初希望看到的结局。

上市失败令我羞愧难当，几乎无地自容。不过，上市失败让我们找回了初心，这也算是些许慰藉吧。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失败的教训发生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泽福就像是一个速成班，让我很快意识到职场品质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否则，我可能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代价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定要在经营管理的每个方面都坚守企业使命；在每个环节都力争以人为本；打造一家伟大的企业胜过争取短期的财务回报；学会在倾听和真正理解他人的基础上更好地与他人沟通；注重内在激励而非外在激励。最后一个教训：一定要搞清楚你身边的哪些人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关键人物。

最后一个教训很重要：在关键时刻，谁能站出来助你一臂之力，谁不能？上市虽然失败了，只不过是让自尊和财富暂时受损而已，但这促使我发现，有些我关爱、信任的人其实只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成了利益关系。这时，我就更能认清自我，更深刻地理解诚信、友谊和美德。

筹备上市的公司在准备S-1文件的过程中，有一段静默期，在此期间，公司高层不能对外谈论公司的情况，但能以上市发行价格向朋友和家人配售股票。如果朋友和家人相信这是一笔能赚钱的投资机会，他们就会争相购买。有些朋友和家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但还是没能获得预期的股票，对此，我非常内疚。然而，一旦事情的进展不如我们的预想，有些人就会觉得他们的权利是理所应当的，转而责怪我。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困惑、沮丧和郁闷，而那本来应该是我们喝庆功酒的日子。

阅历是最残酷的老师。它先考验我们，再给我们教训。股市崩盘给泽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不过，一路走来，我有幸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获得了大量的人生智慧，而很多人要花几十年才能领悟到这些智慧。我明白了经营企业绝不应该牺牲企业的真正使命，牺牲领导者的谦逊和自省，牺牲正直的价值观。

谦逊，培养持续一生的创造力

海明威曾经写道：“优于别人并不意味着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3海明威的话表明，真实始于自己和自己的人生使命。我在总结泽福的教训时，如果没有谦逊的态度，就不可能直面现实。谦逊能够时刻提醒你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在《从为什么开始》（Start with Why）一书中，西蒙·斯涅克(10)表明，实现商业目标的过程（how）和为什么（why）远比目标（what）本身重要。4不要偏离了你的为什么和你的使命。

在2001年出版的《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吉姆·柯林斯探讨了5个级别的领导者，他把第5级经理人定义为那些带领团队实现了最佳业绩表现的领导者。他认为他们最核心的品格是真正做到了谦逊。5这篇探讨第5级经理人的文章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很多读者对这篇文章感到很困惑，认为柯林斯的结论是反直觉的。我猜测，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柯林斯的观点被商业领域采纳的不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如柯林斯所说，保持谦逊或者具有谦逊的品格这种重要的美德，很少被看成领导力的关键特征，更不要说被当作卓越领导者的关键品格了。在商业社会，很多人认为追求真实和诚信是老生常谈，但职场品质金字塔中关于真实的各种先决条件，包括自省和谦逊，是商业实践和领导力实践新近强调的理念。

柯林斯是提出软实力成就卓越领导者理论的最早一批的学者。他认为，卓越的成就来自卓越的性情，卓越的性情来自主动践行诚信和谦逊的价值观。这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毕竟，媒体总是喜欢强势和夸夸其谈的首席执行官。无论是在上市公司还是在非上市公司，金钱和头衔等外在激励总是过于丰厚、耀眼，以至于一些高管认为他们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但实际上却表现平平，甚至可以说是极其糟糕。演员迈克尔·迈尔斯（Michael Myers）曾经说过：“努力获得名气是创造力的天敌。”6无论我们天生具有什么样的职场品质，无论我们想要追求什么样的职场品质，外在因素以及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冲突都会诱惑我们偏离职场品质。

只有真正做到谦逊，才能培养持续一生的求知欲和开放心智，才能创造更大的可能性，带来更强的创造力，造福更多的人。谦逊让我们重新思考和定义成功与失败。比如，在WD-40公司，人们并不把暂时的挫折看成失败，而是当成学习的机会。“失败”这个词已经从WD-40公司的字典中被删除了。关键在于，谦逊要求我们区分清楚，哪些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主观因素，哪些是我们无法掌控的客观因素、变量和信息。

由于柯林斯做出的巨大贡献，如今，谦逊已经被广泛视为领导者必备的一种价值观。在成为商业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之前，宗教人士和心理学家早已把谦逊看成值得追求的核心品格，并且很多伟大的历史人物都非常谦逊。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中，他把谦逊视为自己必须践行的13条美德的最后一条美德，这是只有苏格拉底等圣人先哲才具备的能力。虽然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仍要为之竭尽全力。7实际上，大多数人离真正的谦逊还差得远，但意识到这一差距却至关重要，也是进行自省的一部分。

很多人误以为谦逊就是小看自己，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谦卑和谦逊并不等同于放弃自尊。谦逊只是较少考虑自己，而不是几乎不考虑。我们难道不是认为自己更重要吗？我们难道不相信自己更正确吗？谦逊正好带来了一种平衡的力量。

扬罗必凯广告公司（Young & Rubicam）首席执行官彼得·乔治斯库（Peter Georgescu）由于不同寻常的早年经历，也将谦逊当作自己的领导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9岁时在一座劳改营幸存下来。后来，他移民到美国，那时他既没受过教育，也不会说英语。然而，他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最终进入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之后，他加入了扬罗必凯广告公司，为公司效力了37年，并成为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乔治斯库将他的成功归结为，用正直和忠诚的价值观领导团队。他认为，只要领导者能够向前推进工作，要做到谦逊并不会让你牺牲其他重要的商业品格和价值观。他在《成功的原因》（The Source of Success）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领导者都是偏执狂。他们既有坚定的信念，同时又不乏谨慎的怀疑，愿意学习和倾听，拥有强大的执行力。”8

这引出另一个问题：通过不断地训练，是否能够培养出谦逊所需的心智模式？如果谦逊的职场品质是可以后天培养的，那么是哪些因素阻碍了我们具备这种职场品质，又是什么使我们在生活和领导力实践中自然而然地保持谦逊呢？

关于情绪与美德之间的互动关系，贝勒大学伦理学客座教授罗伯特·罗伯茨（Robert Roberts）的阐释最清晰。他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传中的一段话：

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没有哪一种天生的情绪比骄傲更难驯服了。我们想要竭尽全力掩饰它、克服它、打败它、抑制它，但它仍然活着，还时不时跳出来表现自己。9

最终，罗伯茨将谦逊定义为不骄傲，极大地改变了关于谦逊的传统认知。然后，他又指明，骄傲的负面因素，包括嫉妒、傲慢或自以为是才是谦逊的真正敌人，而非骄傲的正面因素。10这个理论很有用，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更充分地意识到哪些因素让我们远离谦逊。实际上，理解和培养谦逊心智的最佳方法，是认识到骄傲的负面作用：骄傲所带来的风险随着职位的上升而增强。如果我们傲慢、骄纵、势利、自以为是，或者别人认为我们有这些弱点，我们就很有必要反省自己的行为、举止和决策。我们难道没有曾经利用位高权重的身份帮自己获利吗？我们难道没有在赢得一场谈判或争论之后曾经自鸣得意吗？通过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你就能学会自省，并提高对骄傲和谦逊的敏感度。

自省，规避习惯的陷阱

我认为，要想成为冠军，自省也许是最重要的品格。

——著名女子网球运动员比利·简·金（Billie Jean King）11

如果要我在职场品质金字塔的真实中间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品格，我一定会选自省。相比其他品格或价值观，自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而这些成功与失败又会对他人产生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我们在自省时必须绝对诚实地看待我们的行为，因为行为是结果的源头。最后，持续自省是通向卓越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经常自省就更可能在所有的行动、思考和感受上保持表里如一。

我在和别人合著的第一本书《热爱、实干、勇气和运气》（Heart, Smarts, Guts, and Luck）中，通过分析成功企业家在做决策过程中常见的四种核心特征，探讨了如何做到自省。践行自省需要热爱、实干、勇气和运气，这些特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在工作上成功的概率，还能帮助我们过上与真我一致的生活。通过了解和掌控我们所具有的核心特征，我们就能更好地辨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从而更好地做出决策。我和我的合著者通过研究表明，在这四种特征中，我们通常会偏好其中一种或几种特征。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偏好，就能更好地补齐团队和我们自身的短板，也能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些特征在什么情况下对我们有利，在什么情况下对我们不利。

在识别好员工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偏好。回想一下你过去的人际关系、失败的合作以及错误的聘用，哪些偏好让你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你真的做到了自省吗？自省具有双向强化的共生机制，你越能够识别和发现好员工并与之相处，就越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省。人们最终都想努力建立一种增强凝聚力的机制，创始人或团队领导者能够与员工形成一股合力，而不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

有时，企业似乎会把行动放在第一位，结果主动远离了自省。实际上，流程、政策以及遵守规定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带来盲目的行为，这与自省完全背道而驰。埃伦·兰格（Ellen Langer）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于1989年出版了经典之作《正念》。兰格作为正念运动的发起者，一直认为自省和诚实可以使我们的事业、生活更有深度和意义。12 2014年，我与兰格一起主持了波士顿图书节的论坛活动，我们谈到了自省和自觉的重要性。兰格给我举了一个她最喜欢用的例子，以此表明我们有多么容易进入盲目状态。

有一次，一位收银员发现兰格新办的信用卡还没有签名，便先让兰格在卡上签好名字，她再扫描商品。兰格当面签好了。收银员扫描完最后一件商品后，把小票拿给兰格签名，兰格很快照办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甚至让兰格有些恼怒。商场标准化的操作流程造成了盲目的行为，收银员让兰格再次出示信用卡。兰格问为什么，收银员说她需要核对签名。兰格内心在尖叫：“可是，我刚在你面前签了两次名啊！”兰格还是同意了，将信用卡递给收银员，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收银员接过信用卡，将签名与小票上的签名核对，确保两处签名是一样的。显然这一流程的目的达到了：确保商品购买人与信用卡持有人是同一个人。然而，就这次情况而言，两者显然是同一个人。这就是盲目。

人们很容易在无意中掉进标准化流程和习惯的陷阱，盲目行动，就像兰格的经历那样。几乎不需要外在条件，我们就会失去自我，以我们从未设想过的方式行动。我们经常都会盲目地、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因为我们常常被教导要遵守规则，而不是培养良好的辨别能力。在商业社会，我们应该谨慎行事，不要让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减弱了我们的自省意识。就像克服性格的弱点有助于培养职场品质，当情况允许时，我们也需要违背既有规则。领导者应该让自己的团队敢于反省、敢于表达、敢于以人为本。

好员工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内在的真实和自省，不失去自我，并培养出更多的好员工。换句话说，良币驱逐劣币。如果我们身边有很多好员工，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成为最真实、最完满的自己。同时，我们也能更明白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好员工的标准。好员工愿意克服自己的性格弱点，卸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以帮助他人变得更真实、优秀。

当然，事物还有另一面。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身边的人不一定会帮助我们实现最大利益。滥用职权的领导者常常不顾团队的价值观，将自己的喜好强加于人。总而言之，我们的所有行为都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因为自省十分重要：自省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偏好，能让我们懂得自己的偏好是一种内部预警系统，每当我们违背自己信奉的原则时，这个系统就会发出警报。不过，我们是否真的容易受到旁人的影响呢？是的！研究显示，负面影响会将我们置于一种糟糕的境地：我们的行为会完全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有时甚至丧失了自我。

著名的斯坦福囚犯实验就是这方面的例子。197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11)选择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院大楼地下室进行实验，将24个随机选择的受试者分成两组，让其中一组扮演囚犯，另一组扮演看守人。13结果大大出乎津巴多的意料，看守人的行为真的就像极端独裁分子，而囚犯则普遍变得很顺从。随着实验的进行，假想与现实的界线变模糊了，囚犯的情绪开始崩溃。津巴多不得不仓促终止了实验。这一经典实验要是发生在80年前该多好啊。(12)不过，实验的研究结论仍具有持久的说服力：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是盲目相信身边的人，我们的行为很快就会变得不可理喻。避免掉进自欺欺人或受人操控陷阱的最佳办法，就是与有正能量的好人在一起。

解决商业社会和人类社会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加深对自己的了解，认同、欣赏并促进优质的人际关系。尽管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生活在一个由囚犯和看守人组成的世界，但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类似的人物：从被过分宣扬或夸大的社会名人，到经营旁氏骗局的不法商人，再到积极招募新成员的极端组织。所有这些外部因素都会对我们的内在品格造成负面影响，更不用说一旦这些人得逞，随之而来的名声、权力和财富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真实，包括谦逊和自省，是商业社会中卓越领导力和真正掌控力的基石。真实可以帮助我们坚守和促进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美德。

那么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培养自省能力，最终成为更诚实、更正直的人？以下是5种练习技巧：

1．冥想并保持清醒。冥想是让你内心平静的一种简便方法，你可以在冥想过程中时刻保持清醒。那么如何专注于自己呢？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大多数冥想法都专注于呼吸，感受吸气和呼气的节奏，在冥想过程中，你可以不时地问自己一系列问题：“我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哪些行为是有效的？哪些行为阻碍了我前进的步伐？我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除此之外，你在冥想时还需要专注于自己的想法、感受和环境。也就是说，要留意周围的环境，并在有利的环境中加深对自己的了解。我常用的冥想法是非正式的。我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反省，比如，在洗碗、浇花时，或者星期六上午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国艺术展区写作。在适宜的环境中，让脑海中的想法形成文字，这真是再美妙不过的冥想了。这样的清净时光既是自我反省的好时机，还增强了自我反省的效果。

2．写下你的主要目标和优先次序。要想让自省的效果更好，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下你想要做什么，然后跟踪进度。例如，沃伦·巴菲特在做投资决策时，一定会详尽阐述自己的投资理由。他的投资日记既是一种历史记录，还可以用于事后评估：投资结果是归功于他的正确判断，还是仅仅归结于运气。如果你对成功没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如果你没有衡量输赢的记分牌或标准，那你的自省就不可能有效果，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人们通常会给自己设定目标和优先次序，却不知道判断目标实现与否的标准。你可以尝试写下自己的目标，公之于众，并把它列入工作检查清单。在Cue Ball投资公司，每年年初我们都要求首席执行官在纸上写下5个最重要的目标，然后向董事会和全体员工公布，所有人都可以监督首席执行官的目标完成情况。书面公告是练习自省和诚信的绝佳工具。

3．心理测试。在我的上一本书中，我与合著者介绍了一套我们自己设计的企业家能力倾向简易测试。测试者要回答一系列问题，这有助于发现自己真实的性格和天生的偏好。比如，你的行为主要受理性驱动还是感性驱动？你是否认为你更容易受热情驱动？你更关注微观细节还是宏观图景？答案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测试者认识他们在生活和行为中的性格倾向。除了我们设计的测试，还有其他一些有名的测试，包括迈尔斯-布里格斯测试和预测指数测试。

4．寻求值得信任的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但要选择品德高尚的人。我们总是在无意之中选择了交往对象，但这种无意识的选择就像一面镜子如实反映出我们的言行举止。如果你想有意识地选择朋友，那么就需要评判他们是否具有真实、同情和完满的品格。如果你想得到坦率、诚恳、客观的回答和视角，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朋友当参谋。最近，有一位做风险投资的同事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请你像朋友一样告诉我，我最近有些观念或想法是否不正确，这些念头是否会让我的行为走偏？我只是想诚实地审视自己！”还有一种方法：当你想寻求改变时，让朋友提醒你。比如，“瞧，我知道在与别人交谈时我总是有争强好胜的倾向。帮我个忙，当我出现这种苗头时，最好悄悄提醒我，我好抑制这种倾向”。让一些你可以信任的靠谱的朋友直接给你建议和提醒，因为我们常常需要这样的帮助。

5．定期的正式反馈。除了朋友和家人，你还可以利用工作单位的反馈流程和机制。如果单位没有这样的流程和机制，你也可以采用某种定期反馈法。如果应用得当，积极而正式的反馈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所处的水平，以便进一步改进。在Cue Ball投资公司，我们鼓励创始人建立正式的定期反馈机制。所有员工都能通过一种安全、专业的反馈方式向创始人提供反馈，评估创始人的价值观、能力和工作方法。搜集正式的书面反馈或者调查问卷似乎是一种过时的企业行为，但很多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想采用这种方法，结果却做不到，这真的很奇怪。反馈只是一种坦诚地对话的方式，目的是更好地了解个人或组织的表现。有一种搜集反馈的简便方法，就是让员工写下并及时更新自我提升的目标。我们的团队就是这么做的。其他搜集方法还包括现场调查、360度指导和辅助、从Yelp和Glassdoor(13)这样的在线服务机构获得反馈。即使无法得到完美而精准的反馈，你也应该努力寻求大致准确的反馈。

诚信，树立值得信赖的形象

真实最终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之中，尤其要看我们是否诚信行事。诚信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总是与他的价值观相吻合。诚信就是绝对的自我一致，因此：

你所做的，就是你所说的；

你所说的，就是你所想的；

你所想的，就是你所感受的；

明白了你的感受，你就认识了自己。

如今，人们需要深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将来想成为怎样的人，确定人生方向，因为这些问题与诚信密切相关。我们已经知道，做、说、想和感受是相互联系的。我们的感受决定了我们是谁，而我们的感受是我们内在价值观的副产品。如果我们的所思、所说、所做与我们的价值观相吻合，我们就真正做到了诚信。因为这种绝对的自我一致，卓越的领导者获得了他人的信任。简而言之，诚信就是知行合一。

大多数人可以本能地感知到身边的人是否遵行自己的价值观。如果管理者、领导者或机构将尊重视为价值观，就需要努力在行为中体现出尊重，并且采用公开、真诚和以人为本的行为方式。在组织的每一个层面，都必须要有清晰的愿景，而只有可行的原则和坚定的价值观才能保证愿景的实现，并赋予组织灵魂、意义和使命。我们不仅应该在领导者层面上谈论诚信，还应该在企业愿景或品牌灵魂层面上谈论诚信。对大多数领导者和机构而言，制订价值观、目标和愿景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但要真正做到自省，并在我们偏离使命和价值观的时候直面现实，则要困难得多。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我们很难把价值观和文化变为个人或组织的一种存在方式。价值观和文化不是伪装或强制形成的，而是来自日常行为、经历和记忆的日积月累。与好企业家打交道可以让我们走正确的轨道上。Athenahealth健康公司的员工与流程部门（People and Process）前首席运营官和负责人、MiniLuxe公司现任董事长莱斯利·布鲁纳（Leslie Brunner），与我有类似的感受。她强调：

在我看来，要从两方面做到诚信。很多公司奉行诚信的价值观，遵守行为规则，但又允许员工自行其是。我认为不仅应该在自己的行为中体现诚信，还要帮助他人这样做。只是想成为一家诚信的公司法人是不够的，你还要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并把它作为你核心使命的一部分。14

布鲁纳认可并提拔擅长帮助他人成长的员工。这一管理哲学完全符合我们对好企业家的定义：那些致力于持续培养价值观，并帮助他人成为最真实和最好的自己的人。这是一种重视价值观、原则和文化的心智模式与态度，而不仅仅重视个人能力和业绩。

我和布鲁纳在探讨如何进一步提高个人和组织的诚信水平时，谈到了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懂得失败的力量。Cue Ball投资公司合伙人和布鲁纳都强调，我们的日常工作总是充满失败。但我们不仅需要与失败相处，还要拥抱失败，而不是指责那些敢于尝试的员工。关键是要公开、透明。乔纳森·布什（Jonathan Bush）是Athenahealth健康公司的创始人、领导者，他在公开、透明方面做到了极致。布什鼓励组织内的所有信息都要公开透明，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有一种好方法有助于企业培养敢于承担风险、善于从失败中学习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些犯过大错的员工安置在显眼的岗位上。这种高度透明的做法体现出企业崇尚诚信的价值观，能够在员工中树立值得信赖的企业形象。

职场品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真实，我们可以通过自省、改进和谦逊来做到真实。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种培养诚信的方法。他只要觉得他人有可学习的优点，就把这个优点记录下来，同时他也记录自己的弱点，以便于长期评估自己的品行。

富兰克林在20岁时给自己制定的个人使命是让自己具备更多的美德，尽最大努力成为品行优良的人。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写道：“从那时起，我开始构想一项大胆而艰巨的任务，成为道德完美之人。我希望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犯错，我会克服所有导致我犯错的天生性情、后天习惯，不再与身边的顽劣之人打交道。”15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写下自认为最重要的13条美德，并期望自己拥有这些美德。这则美德清单比我认为好员工和好企业家应该拥有的价值观要求更高。以下就是富兰克林列出的13条美德：16

1．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

2．静默——言则于人于己有益，不做无益闲聊。

3．条理——各样东西放在固定的地方；做事情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4．决断——决定做应该要做的事，决定后坚持到底。

5．俭朴——花钱须于人于己有益，不糟蹋浪费。

6．勤奋——爱惜时间；时刻做有益之事；不做不必要的事。

7．真诚——不欺骗人；思想纯洁公正；说话要出于诚意。

8．公义——不行于人有害之事；做好自己分内之事。

9．中庸——不走极端；对人少怀怨恨之心；容忍别人对我应有的惩罚。

10．整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务必整洁。

11．平静——不因琐事或不可避免的普通小事而烦恼。

12．贞洁——节欲，不伤害身体，不许损害他人的安宁或名誉。

13．谦逊——效法苏格拉底等圣人。

富兰克林在记事本上列出这13条美德，如果违背其中任何一条，他就会在记事本上记下来。通过查看和反思记录，就可以按月或按年检视自己的行为轨迹。富兰克林对每一条美德的定义都非常清晰，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对“勤奋”的定义：“爱惜时间；时刻做有益之事；不做不必要的事。”为了做到这13条美德，富兰克林悉心设计了一个系统的行动计划，以帮助自己践行美德，并时刻反省哪些行为有利于养成美德。图3-1是富兰克林的行动计划。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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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富兰克林的每日计划



在领悟和追求自省方面，富兰克林拥有异乎寻常的能力。他通过自律保持诚信。准确地讲，在他的13条美德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命令”。《富兰克林自传》摘录了他的日志。他的日志展现了军人般的风格：他用检查表来检视自己每天做了哪些好事。表3-1就是他的美德日志表。


表3-1　美德日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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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生活》（The Writing Life）的作者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似乎与富兰克林志趣相投。她写道：“通过观察我们如何过每一天，当然可以预见我们如何过这一生。我们每时每刻的行为就是我们一生的行为。按计划行事可以让我们远离无序和幻想，高效利用每一天。”18

我完全相信井然有序在工作中的重要性。每天，我尽可能参加晨会，会议内容包括浏览每天和每周的重要事项、安排解决重要事项的会议时间、检视前期会议事项的落实情况以及需要采取的补充措施。通过遵循计划和安排，我们可以优化执行任务的时间。受到富兰克林创建检查清单和表格习惯的启发，我创建了一种用于晨会的分层序列卡，包括接下来最重要、最优先的事项是什么？我今天准备做什么？之前决议的事项落实情况如何？在哪些情况下我没能完成计划？尽管这些问题听上去有些刻意造作，但我完全没想到效果很好。现在，我的目标是要改进检查清单，不仅要包括能力事项和计划事项，还要以职场品质为中心审视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取得进步。

富兰克林的做法紧紧抓住了两个关键点：休息和放松。更确切地讲，他根据每日例行遵守的纪律和命令进行自省，使自己成为一个终生学习者，并由此成为一位终生的领导者。如果我们将富兰克林式的惯例和反省与终生学习的习惯相结合，就更有可能做到行为诚信和一致。

富兰克林的例子说明做到诚信和一致是一生的功课。富兰克林想要实现道德完美的使命非常高贵，但要真正做到并非易事。不妨想一下我们要做到绝对的行为一致会有多难。不过有时，做到行为一致只需要坚持一种习惯：针对当前或未来要实现的目标每天自问，就像富兰克林每天早上那样：“我今天可以做哪些好事？”19

真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寻求的职场品质，同时真实对企业和品牌也至关重要。那些深受客户喜爱的品牌，比如，高端户外用品品牌巴塔哥尼亚、有机食品连锁超市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西南航空、SoulCycle连锁健身店、宜家、爱马仕和香奈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坚持不懈地追求并保护品牌的诚信，无论是在品牌的知名度、独特性、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方面还是在超奢侈形象方面。起初我们可能会把保护品牌的诚信看成一种营销或宣传手段。然而，这些品牌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纯粹和诚信的品格支撑着营销或宣传。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简而言之，无论企业是否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都要在实际工作中践行。这才是真正的品牌形象。

真实以及随之产生的谦逊、自省和诚信的价值观，可以作为企业根本的指导原则，并帮助企业成为深受客户喜爱的品牌。真实让企业脱颖而出。同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需要做到真实，这样有助于分辨哪些事情是核心的、紧要的，哪些是需要放弃的，或者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到新的发展阶段。职场品质可以成为商业领域的变革力量，因为领导者在个人层面遵行职场品质的做法能够扩散到组织中的其他成员，最终让职场品质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

领导者在做重要或困难的决定时，应该从适用的指导原则和组织文化方面思考。如果组织将“利益相关人优先”作为价值观和指导原则，那么领导者在做出困难决策时，应该问自己：“这么做会对‘利益相关人优先’的价值观有何利弊？”WD-40公司董事长加里·里奇认为，原则和价值观之于个人和组织的重要性就像河堤决定了河流的走向。我们每天在工作中有很大的自由度做出各种各样的行为，而当困难的决策摆在我们面前时，正是价值观的河堤决定和指导着我们的行为。真实，包括谦逊、自省和诚信，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河堤，相当于我们的根基。如果我们对自己不诚实，如果组织于己不诚，我们就不会知道自己或组织究竟赞同什么价值观，也不会知道职场品质为何物。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真实及谦逊、自省和诚信是好企业家与好组织的核心价值观。

·　理解谦逊的最佳方式是理解谦逊的反面，即骄傲，特别是自负。谦逊的心智模式是真实的基础。

·　自省，意味着心智上的诚实，敢于拿起镜子照出自己的优点、弱点和偏好。幸而，自省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冥想、写作、做心理测试以及获取来自同伴的和正式的反馈得到改进。

·　当我们达到自我一致时，也即做我们所说，说我们所想，想我们所感，我们就做到了真实和诚信。最终，当我们的行为总是符合我们的使命和价值观时，诚信就存在于个人身上或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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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是源于理解的美丽之花。

——佛教禅宗大师释一行1

在美国，近1万名肿瘤医生每年要医治大约170万名新增的癌症病人。每天大约有1 600人死于癌症，普通人患癌率高达40%～50%。2我们身边可能有人曾患癌症，我们一定永远无法忘记自己刚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的反应。

我当然也不会忘记。2001年夏天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那时，我离开泽福公司，开启了新的职业篇章。在此期间，换工作、筹备婚礼、搬家等一大堆繁杂之事困扰着我。一天早上，当我坐往返航班刚到达纽约机场时，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我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22岁的弟弟詹姆斯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癌症，而且预后很不理想。我惊呆了。我没有听错父亲的话吧？我让他再说一遍，因为我根本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詹姆斯如此年轻，身体如此健康，怎么可能？詹姆斯并不知情。后来，詹姆斯告诉我，他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异常，根本不敢相信医生在他肺部发现了一个网球大小的非精原细胞生殖细胞肿瘤。

我天生就擅长解决问题。接下来几周，我通过私人关系和职场人脉多方联系，并花了几天时间研究医学文献，最后列了一张清单，总结了全世界最好的肿瘤医生和癌症治疗机构。父母和弟弟从加拿大飞到我居住的波士顿，开始一起为弟弟四处寻医问药。我很乐观，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进入波士顿权威的癌症治疗机构进行治疗，这家机构就排在我所列名单的前列。

经过几周努力，我们最终与一位顶级癌症医生预约了会面，这位医生正好是詹姆斯所患癌症方面的专家。我们到医院之后，在等候区又耐心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有位医师招呼我们进会议室。那位医生见到我们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直接切入正题告诉我们，詹姆斯的确得了一种罕见的癌症，而他正是这种癌症的专家，他希望詹姆斯能当他的一个癌症研究项目的实验对象。事后看来，我相信他的动机是很好的。但在那时，他作为医生日常工作惯例的那种直言不讳和冷酷无情却让我很不满：他告诉病人得了癌症、随口说几句安慰的话、询问病人是否愿意成为实验对象。那天离开医院之后，我们对弟弟能得到医治的信心不足了。

毋庸置疑，那位医生的专业能力很强，拥有极高的声望，但他缺少了某种东西。那一周，我们又见了其他几位医生，他们身上都缺少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很可能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治疗疾病，所以更关注癌症本身，而不是癌症病人。人们会觉得，这些医生好像对病人漠不关心。他们很少真心关心病人，他们似乎对让病人成为他的实验对象更感兴趣，而不是用心把每一个病人医好。

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博士（Dr. Paul Kalanithi）在他的回忆录《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 Air）中，讲述了自己被诊断患有晚期肺癌的故事。他去世后，这本书才出版。作为一个患者，他突然深刻意识到，医生真心关怀病人，而不是把病人当成实验对象有多么重要。他写道：

保卫生命的召唤，不仅仅是保卫生命，也是保卫别人的个性，甚至说保卫灵魂也不为过。这种召唤的神圣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我意识到，在给病人的大脑做手术之前，我必须首先了解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他的价值观，以及他为什么活着，要遭遇什么样的灾难，才能合理地终止这条生命。我是如此渴望成功，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些无法避免的失败让我感到几乎无法承受的负疚感。正是这些包袱，让行医变得神圣而完全无法想象：背负起别人的十字架，你总有时候会被重负压垮。3

如果卡拉尼什博士还活着，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很有天赋、极具人性关怀的医生。我们一家很幸运。我们坚持寻医，运气不错，最终找到了一位医德与专业兼备的医生：新英格兰医疗中心的杰克·厄本（Jack Erban）博士。他既是一位专业能力过硬的医生，又是我见过的最具同情心的人。那时，我和弟弟、姐姐、父母已经处于十分疲惫、惊恐、沮丧和焦虑的状态，但厄本博士最终让我们安下心来，并帮助我们恢复了乐观的情绪。

厄本博士向我们耐心介绍了詹姆斯的治疗方案，而其他医生最多只与我们交流了10分钟或15分钟。他的从容、自信、开放、谦逊和专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在候诊室或检查室谈论病情，有时我们能察觉到，厄本博士很希望接待下一个正在排队等候的病人，但他每次开口说话时的语气总是那么柔和、温暖、富有同情心和爱。他是所在领域的专家，也在医院身居要职，显然，那天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他，但他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超乎慷慨之举。在给詹姆斯安排了各项检查之后，他向我们保证，当天下班之前他会与我们再交流1个小时，以进一步诊断病情，并向我们介绍不同的治疗方案，告诉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病情。在此之前，我们一家带着焦虑、恐惧和未知的情绪走进厄本博士的诊室，但那天晚上在医院待了近两个小时后，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我们感受到了厄本博士的关怀，甚至重新变得乐观起来。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厄本博士就是最适合詹姆斯的医生。

之后与厄本博士的会面和交流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对他的印象。我们告诉厄本博士，我们在网上针对詹姆斯的诊断结果做了详尽研究并咨询了其他几位顶级专家，他们的某些看法与他不一样。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把我们数落一顿，或者采取冒犯的举动。相反，他称赞了我们的努力，并主动安排了一次电话会议，与我们咨询过的那些顶级专家进行交流，交换意见，以便更好地了解詹姆斯的病情，找出最佳的治疗方案。

在詹姆斯患病的这些年，厄本博士跟踪了詹姆斯的每一次血检、MRI、CT扫描和X光报告和体格检查。他组织了几次高强度的化疗，监视了三次大手术，其中包括剖开并分开詹姆斯的胸腔，将化疗后的癌症残余物取出来。在詹姆斯治疗的每一个疗程，厄本博士都来探望我们，向我们提供建议，给予我们安慰。我们感觉到我们在他眼里很重要，同时他还能深切体会到我们的感受。我跟厄本博士的其他几个病人交流过，每个人都对厄本博士的真诚、开放、理解和同情表达了深深的感激。这就是厄本博士所做的一切。

我们一家都十分感谢厄本博士挽救了詹姆斯的生命。我认为，厄本博士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好的道德榜样之一。当我为撰写本书采访厄本博士时，他只是淡淡地说，能为他人提供服务是他的荣幸。即便医生都有“责任做好服务和治疗工作”，这种责任也是医生的才华和荣幸。厄本博士随后告诉我：“我在一个平等相待的家庭长大，这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记，让我觉得平等待人十分重要。医疗体系等级分明，实现平等并非易事。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标准公平对待每一个病人。”4

神经科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舍温·努兰（Sherwin Nuland）在《医魂》（The Soul of Medicine）一书中，讲述了20多个医生的先进事迹，这些医生的真正才华体现在他们富有同情心，而非他们的医治能力或专业技能。5努兰在职业生涯中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医患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在治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批评当代医疗服务没有让病人优先于医学研究。他的批评是否也适用于商业社会呢？毕竟，商业社会只把员工看成被雇用者，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努兰认为，医疗教育体系看重教授学生医疗技能和方法，却忽略了病人的情绪与心理。努兰倡议要用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医疗和病人护理，医生应该走下高高在上的神坛，在病人最脆弱的时候给予他们人性的尊重。努兰的这一倡议让我想起了哈佛商学院院长尼汀·诺利亚的话：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组织层面，领导力不仅与能力有关，更关系到品格和同情。

在弟弟患病15年之后，我很荣幸厄本博士成为和我们亲如家人的朋友。我们彼此都很享受除医院之外各种社交场合的相互陪伴。只要我得知亲朋好友被诊断得了重病，无论何时我都会第一时间拿起电话联系厄本博士，而他总能提供帮助，做好了随时履行服务和医治职责的准备。癌症仍在折磨着无数的人，我很感激有厄本博士这样的医生，他是所有有幸认识他的病人的靠山。

厄本博士在同情心方面做出的表率——开放、理解和慷慨，印证了我的观点：真正的领导力超越了才能。我十分相信，只有在商业和领导力中体现人性，才能真正激发员工的主动参与意识，并为组织带来持久的价值。从医疗到商业、学术和艺术，在所有领域，同情心都是工作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

开放、共情、慷慨，同情的3个层次

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曾经告诉我，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利润最大化。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这句话意味着同情和商业不能兼容。的确，商业人士很少看重同情这个价值观：我们很早就知道或者习惯于认为，商业是无关人性的竞争性行为，成功只能用硬指标来衡量。标准的操作流程和最佳实践阻碍了人们在工作场合培养同情心，比如“末尾淘汰”“不进则退”“出易进难”。人力资源考评政策通常按部就班地考核员工硬指标，而不是主动培养员工归属感、帮助员工成长、增强员工参与感。即使企业明确了价值观，通常也是以客户优先，先外后内。我们常常被教导，要想赢得商战，需要比其他所有人更聪明、更有竞争力。

当然，传统的商业流程、实践和哲学并非毫无道理。组织需要一些手段来确保员工履行职责、评估绩效、管理风险。但这些政策通常以牺牲同情心为代价，以至于经营结果的重要性超过了经营过程。换句话说，商业人士经常被教导要像我们一家遇到杰克·厄本博士之前所遇到的那些医生一样，只强调专业技能，不看重医患关系。然而，假如我们制定政策奖励自我反省、自我成长和其他职场品质，商业领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就会经常自问，诸如：我的行为会怎样影响到他人？我可以变得更有团队意识或更有同情心吗？如果我是收到某个评价或反馈的员工，我的感受如何？我可以变得更慷慨吗？

职场品质金字塔的第二层是同情，同情是一种无私行为，能让我们完全理解他人的感受。我们应用开放、共情和慷慨这三种价值观来描述同情，而且三者的先后顺序不可颠倒。跟真实和完满一样，培养同情的价值观也需要从培养心智模式开始，再进行练习，最后行动。同情始于开放的心智模式，在开放的心态下，能够立足当前、不怀偏见和不做评判。然后练习共情，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站在他人的立场看待事物。最后慷慨行事，这是一个人同情心最具体的体现。

同情和能力不是相互排斥的，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实际上，同情可以提升组织的使命感和经营绩效。尽管有些商业领导者的平步青云是通过牺牲员工实现的，但只有最具同情心的领导者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因为同情是他们使命的核心部分，因为他们关心其他员工的福祉，并建立相关的企业文化来促进对员工的关怀。

开放，拥抱更多可能性

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苹果公司的整版广告，那是广告创意大师杰伊·恰特的照片。恰特是我的导师，也是他所在领域的卓越领导者。恰特去世后，《纽约时报》在发布讣告的第二天，就刊登了苹果公司的广告，广告语只有两个字：Think Different（不同凡响）。恰特和他的事业合伙人李·克劳共同为苹果公司设计了广告史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具突破性的广告。我从恰特身上受教颇多，但这些年来，最让我受益的教诲是他让我理解了概率在生活中的作用，因此我的心态更开放了。

恰特总是可以在一堆垃圾中发现金子。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之后，和他的一位朋友进行了交谈。我们很想知道，恰特身上还有哪些优点是我们未曾注意到的。我们都认为，他对新鲜事物有着开放的心态，他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他在否定一个想法之前，愿意给每一个想法充分而公平的展现机会，哪怕是很平庸的想法。这些优点都值得我们学习。这次交谈还启发我提出了“24×3法则”。规则如下：每当有人告诉你一个新的想法时，你在否定该想法之前，试着忍耐24秒钟；然后，再忍耐24分钟；如果你真想保持开放的心态，那就再忍耐24小时。在此期间，你要尽力论证该想法的可行性，直到得出确实不可行的结论为止。

消除我们有意或无意的偏见，拥有开放的心智模式，可以扩展、充实和丰富我们的想法。开放的心智还能让我们拥有求知欲。回想一下杰克·厄本博士是如何欢迎并听取其他博士意见的，即使对方的看法与他相反。而那些固执和傲慢的人则将自己牢牢封闭在无知而消极的圈子里。没有开放的心态，就不会有共情能力和乐观精神。开放驱逐了偏见的荫翳，从而让职场品质熠熠生辉。

那么如何在组织层面拥有开放心态呢？美国最大的鞋类B2C网站之一美捷步公司首席执行官谢家华打造出了我所见过的最开放的企业文化之一。美捷步的核心价值观是“冒险、创造和开放”，而另一个价值观则是“让沟通建立起开放和诚实的关系”。谢家华开放的媒体政策体现了他是如何践行这些价值观的。媒体和来宾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公司鼓励员工真实而开放地回答这些问题。有一次，我作为受邀演讲嘉宾参加了美捷步公司的全员大会，有人在会上举手提问，说有当地媒体质疑公司在商业中心的发展规划并对此表示关注。谢家华平静地回复道：“是的，那家媒体给了我们很有价值的反馈和意见。”

开放的思维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建立在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塔基之上：真实，以及真实所要求的自省。回想一下前面的例子，也许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这些价值观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比如，越能做到真实和自省，就越能够做到开放和同情。收银员让埃伦·兰格当面在信用卡和小票上签了名，但随后又让兰格再次出示信用卡，以核对签名的真实性。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我还见过很多其他无意识、不自知的行为，但并非是因为人们缺乏职场品质，而是因为人们受到了愚蠢而官僚式的规则或流程的影响。

前几年的夏天，我在一处度假胜地的户外酒吧撰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有一位女士为自己和朋友点好饮料，拿出两张20美元的钞票准备买单，服务员却告诉她，该店不接受现金支付。这位女士告诉服务员，她是来这里参加婚礼的，当天早些时候她把钱包弄丢了，只能用现金请朋友喝杯饮料，感谢朋友的招待。然而，服务员还是重申，酒吧有规定，禁止接受现金。最终，这位女士和朋友只能悻悻而去。随后，我亲眼看到服务员把女士点好未喝的饮料一杯杯倒进了水槽。他完全可以把饮料暂时放一边，万一那位女士又拿了一张信用卡回来买单呢？如果他已经打算把饮料倒掉，为什么不干脆送给对方呢？我很想告诉服务员，为什么不跟主管沟通一下呢？酒吧也许确实禁止接受现金，但难道不允许任何例外吗？

虽然企业需要工作流程作为防护网，避免出现有损企业利益的行为，但有些规则的确太不近人情。这家酒吧不接受现金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让商品销售不入账或被不诚实的员工偷盗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在美国，零售服务业类似的损失占每年总收入的2%，6大约2 000亿美元。7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因此，企业总是寻求各种办法来避免这类损失。但是，如果企业注重流程和内控，而非原则和价值观，那么这种内控要达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知道大多数员工都是善良和诚实的，那么你应该打造一个系统来防范少数几个坏人，还是应该打造一个系统来教导、培养和奖励具备开放、慷慨、诚实与尊重常识等价值观的好员工？

我发现，企业通常会高估规则的作用，而低估价值观的作用。我们总是用各种规则去约束员工，却低估和小瞧了员工践行职场品质的意愿与能力。而具有开放的心智模式的企业家则相信：如果组织的价值观是清晰的，好员工自然会遵行这些价值观，基于流程和规则的系统应该被设计只用于令人遗憾的例外情况。我的一位同事说得好：“组织中只有一个坏人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把每个人都当坏人看。”过于烦琐和严格的流程、规则与内控常常会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损害了客户体验和组织文化。

设想一下，如果那位服务员能对各种事态抱有开放的心态，并有权按麦克里斯托的分布式决策法对客人说：“我真为你今天的遭遇感到遗憾，希望你能尽快找回钱包。这些饮料是我们送给你的。”那位女士的体验会有多么不同！这一小小的慷慨之举花费不多，却能在员工参与度和客户满意度方面产生巨大回报。

在组织层面培养更开放的心智和文化，可以让我们更容易接受新观念与各种可能性。尽管有很多方法可以展现出你对员工的关心，但有一种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悉心聆听员工的看法；员工向你汇报新想法时，你应该对他们表示肯定并授权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有意义的工作上做出重要决策。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从他人的视角看待事物，所以我们要练习共情。

共情，触发积极的改变

同情的第二种品格是共情。共情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推测他人感受的想象；一种完全理解他人境况、遭遇和想法的状态；一种理解、觉察、感知和间接经历他人过去或现在尚未清晰表达出来的感受、想法和体验的行为”。8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心理学家之一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是从整体和人性的角度理解人类与人际关系的先驱。罗杰斯相信，悉心倾听需要理解说话者的话外音和感受。领导者应该学会理解员工、客户、同事和导师话语背后的动机与情绪。罗杰斯在1974年美国人事与辅导协会（American Personnel and Guidance Association）的一场演讲中说道：“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数据证明，人际关系中的强共情可能是我们已知能够让人改变的最有效的因素，也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9我们将在第11章探讨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导师，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每一方都具有共情能力，是所有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教导关系中的关键因素。

我发现，最优秀的企业家往往具有强烈的共情能力，从而能为组织，甚至整个世界带来积极改变。像Athenahealth健康公司前首席运营官莱斯利·布鲁纳和WD-40公司首席执行官加里·里奇这样具有同理心的团队领导者，展现了关心他人和帮助他人成长的愿望与能力，他们甚至把员工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上。这些领导者是古代服务型领导者在今日的再现。他们相信，帮助员工成长，放权给员工，而非利用职位的权力和信息优势，才能提升员工的业绩表现及工作投入度。当代服务型领导力理论之父罗伯特·格林利夫（Robert Greenleaf）认为，领导者应该不断努力，让组织的权力从集中变为共享。他建议，服务型领导者应该问自己如下问题：“他们所服务的员工得到成长了吗？这些被服务的员工是否变得更健康、更聪慧、更自由、更自律，从而更有可能也成为服务型领导者？”10

畅销书作家和管理专家肯·布兰佳也有服务型领导力方面的著述。他强调，服务型领导者不是要奉承员工，也不是放弃带领团队实现组织愿景、价值观和目标，两者都不是组织的高层管理者的责任。真正的服务型领导者能够针对责任在员工和组织之间寻求平衡，他们充分授权，允许员工做有意义、有价值的决策。他们身上体现出好企业家的原则：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使命体现在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从本质上讲，我们要做到共情，就要放下自己的虚荣和偏见，从而更好地体会他人的感受。多年来，我学会了如何处理冲突和分歧：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或看法之前，先充分肯定他人的努力，认可他人的成果。承认他人的沮丧或愤怒是消除负面关系的第一步。接下来，要找到激怒对方的原因，进而理解他的情绪。我们经常忘了自己是如何对待他人的愤怒的。我们不应该装聋作哑，或者把他人的愤怒视作非理性的情绪，而是应该理解他的情绪，并试图安慰他。因此，我们不应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如此愤怒。”而应该像这样说：“我知道你很愤怒，也理解你的情绪，我很抱歉，也许这是因为我在会上不赞同你的观点，但如果另有原因，我愿意努力理解你，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们应该做出实际的努力，去理解他人的情绪及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应该培养自己悉心倾听每个人的能力，而不是有选择性地倾听。因为我们通常只愿意听我们想听的信息，所以很难真正倾听或理解他人所要表达的全部含义。

寒暄语言是指我们在日常社交中经常使用的程式化词语或语句。寒暄语言只是一种方便而惯用的表达，并非发自内心的问候。“你好吗？”是一个典型的寒暄式问题。我们并没有真正期待听到该问题的答案，这么问只是出于礼貌。

要想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听众，有一种办法是不问寒暄式问题，而是问一些发自内心的简单问题。以下是5个最重要的非寒暄式问题，你可以像这样去问那些你想要深入了解的人。这些问题既可以用于采访、教学或正式的总结会议，也可以作为开启谈话的有效方式，比如，在一次即兴的无主题午餐席间，你可以用这些问题来开启与他人的谈话。

1．“你过得好吗？”这是真正的非寒暄式问候，其一问一答虽然也相当简单，但听起来你真的很关心对方。本书的一位被采访对象马克·塔特姆（Mark Tatum）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副理事长和首席运营官，他从小在布鲁克林(14)的一个穷街区长大，他的母亲靠为学校做清洁工作谋生。很多雇主忽视他的母亲，或者不把她放在眼里。塔特姆对那段日子印象深刻，因此他一直特别强调，要尽可能向自己遇到的每个人学习。他不止一次提醒我：“每当你问‘你好吗？’时，要向对方展现出，你真的很想知道对方到底过得好不好。”11

2．“关于你的情况，请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信息，好吗？”我每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想起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所投资公司的员工告诉我的。那家公司有一位职场妈妈，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常年生病、曾是糕点厨师的丈夫。为了得到公司的一份工作，这个妈妈屡败屡战，锲而不舍，最终如愿以偿。领导者应该了解员工的经历，了解他们所看重的东西。他们的故事常常会让你感到惊讶，更重要的是，了解的过程能够帮助你与员工建立起真诚的人际关系。

3．“今后几年，你最想做什么事情？”先问员工现在的工作角色是什么，然后再问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对于实现他的长远目标或者全部潜能有什么帮助。了解员工追求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无论目标是否与公司有关。

4．“你现在的工作让你开心吗？”莱斯利·布鲁纳在Athenahealth健康公司当了7年人力资源总监。她教会我问员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但你会得到出人意料的答案。你只需要发问，倾听，学习。

5．“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乐高集团首席执行官约根·维格·纳斯托普（Jorgen Vig Knudstorp）曾经说过：“不要责怪失败，而是要责怪你为什么没有帮到他人，或者寻求他人帮助。”12我最近要求我所在公司的团队负责人向下属问这个问题。当然，要结合实际情况提问，问具体的问题，比如，公司的哪项政策最让你感到不满？如果你手上多出500元钱，你准备用来做什么？如果可以休假，你在假期会做哪些特别的事情？

这些问题似乎很平常，但企业领导者很少这么问，你可能对此很惊讶。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自说自话，因为我们没有开放的心态。所以，当我们听别人说话时，我们表面上在听，但没有用心去倾听和理解。

慷慨，用有限的资源成就伟大的事

如果你了解进化论，就不会对本小节的内容感到惊讶了。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认为进化是由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造成的。如果确实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你可能会合理地认为，那些把资源紧握在自己手上、拒绝与他人分享的祖先更容易存活和繁衍。但生物学先驱爱德华·威尔逊认为，这个规则有一个例外。证据表明，人类和蚁族都是能够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物种。但重要的是，这种牺牲只会发生在如下情况：人类或蚁族不需要为资源匮乏感到担忧，或者生活在公平和正义的群体中。13

此外，人类天生就有获取、储藏和保护资源的能力。只要我们的生命没有处于危险之中，并且所在群体遵行公平正义的文化，我们就愿意与他人分享或者赠予他人资源。由此可见，竞争和同情是可以兼容的。这个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公司的员工投入度和满意度高，因为这些公司对员工的奖励既基于员工的业绩表现，又基于员工关心他人和帮助他人成长的能力。

行为慷慨的人也能从自己的慷慨之举中获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简而言之，帮助他人能让我们感到快乐。这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利他有时也是自利。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发现当人们的行为超越了自身利益具有更大的目的和意义时，人们会更快乐、更健康。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是指有意让他人而非让自己受益的行为，但同时亲社会行为也能让行为人获得很大的互惠利益。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是行为观察小组成员。他发现，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当人们把钱花在他人而非自己身上时会更快乐。我曾经有幸与诺顿教授一起主持一场论坛，期间，我们讨论给予是否有利于自身福祉和自我实现。诺顿讲了一个实验。实验人员给每个受试者一张5美元礼物卡，受试者需要选择是送出这张5美元的礼物卡，还是留给自己用。然后，实验人员测试受试者的满意和开心指数。结果几乎是压倒性的，送出礼物卡的受试者开心指数更高。

你可能会说，那只是5美元的礼物卡，如果礼物卡金额更高，或者干脆让受试者直接送钱，结果又会如何呢？答案是，没有区别。诺顿和他的两个同事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和劳拉·阿克南（Lara Aknin）发现，受试者的开心指数是稳定的，与受试者是否被告知要行善、行善的频率以及行善金额的多少无关。他们进一步发现，影响开心指数唯一重要的因素是，善款是否确实用于救济他人。14尽管收入和幸福在一定区间内确实是相关的，但我们花钱的方式似乎与我们赚钱的多少同样重要。

慷慨的人认为帮助他人是自己的义务。那些作什一奉献的人会捐出一定比例的收入（通常是10%），因为他们相信，回馈社会是道德高尚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也能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改变。“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是由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及其前妻梅琳达·弗伦奇于2010年共同发起的一项运动，旨在鼓励全球最富有的人挺身而出，捐献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所有的捐赠者都写了捐赠信并签名。捐赠者在信中承诺捐出个人财富的一半给盖茨基金会，并大力宣扬基金会的使命：将基金会的慈善资金用于解决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仅仅6年之后，将近200名富豪签下了承诺，包括大卫·洛克菲勒、埃隆·马斯克和蒂姆·库克。我很想知道这些捐赠者的感受：他们是在创造非凡财富的时候更满足，还是在承诺捐赠的时候？我猜应该是后者。

让我们看看艺术家艾尔·赫什菲尔德(15)的例子。有一次，他巧遇查理·卓别林。卓别林问他，如果你想完全发挥自己的艺术天赋，追求艺术梦想，需要哪些条件。赫什菲尔德没明白卓别林的意思，卓别林又换了一种方式问他：“你需要多少钱，才能充分发挥你优美而极简的线条艺术风格，继续走突出描绘名人的个性特征这条艺术之路？”年轻的赫什菲尔德回答说，需要很大一笔钱。卓别林没有一丝犹豫，就开出了一张支票，交给赫什菲尔德，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卓别林的慷慨不仅为赫什菲尔德提供了实现自己艺术使命的机会，还让人们可以欣赏到赫什菲尔德的艺术作品。

此外，慷慨的表现形式还可以是付出时间和提供机会。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亚当·格兰特在他撰写的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思维课》中提供的证据表明：“那些只求贡献不求回报”的付出者最终会更成功，因为他们最终在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医学院最具合作精神和最愿意付出的学生，毕业后更容易实现杰出的成就。15亲社会行为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感激、认可和帮助员工与提供物质奖励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每年进行一次“省察之旅”，有助于培养同情心。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养成美德，培养慷慨的本能。我们应该定期评估和了解自己自省的程度，衡量自己在有条件行善的时候有多少次做到了乐善好施。每年的“省察之旅”不需要像去麦加朝圣那样艰苦而漫长，可以非常简单，比如，单独或与他人一起从事义工，或者每年抽出一天时间反省，抑或是找个风景区反思工作，这些行动都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变得更具同情心。以往我所在公司最特别的年度活动，是员工带着家属参加公司年会。但我们决定今后尝试用作一天的义工来代替年会。职场品质与奉献紧密相关，无论是奉献时间、金钱还是某种形式的礼物。不存在一条公式，可以决定我们应该奉献的数量。实际上，奉献的习惯远比奉献的数量更重要。

在商业社会，慷慨总是被狭隘地等同于薪水、奖金、股权和升职。物质奖励固然重要，但如果这就是企业表达对员工慷慨和关心的唯一手段，那么企业就错失了最重要的东西。吉姆·古德奈特（Jim Goodnight）领导数据分析系统公司（SAS）近40年，期间，该公司一直被视为美国最受尊敬的雇主之一。公司通过为员工提供诸如儿童养育补贴、工作与生活平衡咨询、专业的健康顾问和休闲娱乐设施等福利，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员工健康和福祉的关心。实际上，早在推行这些福利措施几十年前，古德奈特就已经在致力于创建一种让员工感到信任和尊重的企业文化。公司为员工提供了日常工作所需要的弹性和自主性。最能体现公司慷慨文化的事件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古德奈特承诺不裁掉任何员工。那一年，公司利润创下了历史新高。

然而，领导者不应该只通过特殊事件来体现慷慨。有些被提拔到公司高层的领导者已经养成了一种认可员工所做贡献的日常习惯，这意味着不忘记也不忽视他们的贡献。没有同事的贡献，这些领导者也不可能因为表现突出而被提拔。我知道具备职场品质的人总能记得一路上帮助过他们的人。他们有时发条感谢的短信；有时组织大家聚一聚。慷慨之举并不复杂，但必须真诚。我在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看到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达到了新的事业巅峰。我认为在践行谦逊、同情和慷慨的价值观方面，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是最好的榜样。

我夫人在纽约第二巡回法院做联邦法官时，同时也是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秘书。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平易近人，用心关怀每一位秘书。她的美好品格在那时就已经很突出了，今天依然如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表达她感激之情的方式非常有代表性。比如，最近我们一家寄了一张孩子度假的照片给她。她回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扬了孩子，并送上她对孩子的美好祝愿。我敢肯定，她还会对其他送她小礼物的家庭也用这种感谢方式。此外，我还亲眼见过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另一种表达感激和慷慨的举动：她力争每年组织一次聚会，让曾经和她一起工作的秘书及家人团聚。有一年，她组织的聚会正好临近万圣节，于是，她筹划了一场盛大的星期日早午餐会。至少有150人参会，都是她曾经的秘书及家人。我注意到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特意花了很多时间与孩子们待在一起，并将带在身上的糖果分发给孩子们。她一大早就准备好了这些糖果。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一位和她一起工作了多年的助手即将退休，她为他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欢送会。在我看来，她就是最好的榜样。其他领导者也应该向她学习，做到像她那样仁爱和慷慨，尤其是在登上人生巅峰之后。

美德与品格就像人们的性格，很难理解和定义。我不知道是否仅用一个词就能描述美德与品格，但如果只有一个词，我能想到的就是：孩子。

——临床心理学家斯蒂芬·波特（Stephen Porter）博士

孩子们几乎每天都在提醒我们什么是美德的本质：美德就是蕴含着巨大潜能的想要改变生命的本能。我的大儿子过10岁生日时，我们决定在家附近一家非常温馨的日式烧烤店聚餐。席间，有一位学过扎艺术气球的厨师，拿出一些气球放在餐桌上，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们。他挨个儿问每个孩子喜欢哪种颜色，然后就把那种颜色的气球系扎成一种小动物形状。然而，当厨师来到我的5岁双胞胎女儿面前时，有些颜色的气球已经送完了。一个女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橙色气球，而另一个女儿想要的粉红气球却没有了，眼里泛起小泪花。最终，厨师想办法说服了她接受红色气球，他解释说：“红色只不过是颜色更深的粉色。”然而，正如墨菲定律，厨师刚把红色气球放在嘴边吹，气球就爆了。女儿哭了起来，几分钟之后，我和妻子终于说服她选择蓝色气球，而对面有个小男孩也选择了蓝色。我们告诉厨师，女儿想选蓝色。然而，他很温柔地说：“非常抱歉，蓝色气球也用完了。”

女儿又失望得大哭起来。这时，我注意到对面那个手握蓝色气球的小男孩对我使了一个眼色。他慢慢站起来，走到我们桌前。女儿看到小男孩走过来，渐渐止住哭泣，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男孩在桌前站了几秒钟，最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一边紧握蓝色的狗狗气球，一边害羞地对我女儿说：“你想要我这个气球吗？”

问问你自己：为了帮助他人，你愿意做些什么？你总是能通过“蓝气球测试”吗？你多长时间做一次善事？

自省和同情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而有些人似乎比其他人具备更多的这些伟大的人性特点。赫比·汉考克就是这样的人。很多人把赫比·汉考克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汉考克在长达50年的音乐生涯中，改变了爵士乐的面貌，对很多风格的音乐产生了长期影响，包括嘻哈、打击乐和古典音乐。汉考克鼓励我从不同角度思考人类美德和技艺的起源。

每当有记者问汉考克为何能影响音乐领域这么多年时，他总是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凡人；其次，我碰巧是一个玩音乐的凡人。”音乐只是一个载体，汉考克用音乐表达了他的内在人性以及那种尽力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深深的渴望。

简而言之，汉考克通过将自己的人性与天赋、技能和动机相结合，在音乐领域达到了非凡的高度。汉考克为音乐领域树立了举世瞩目的榜样。真正有责任心的好企业家必定拥有真实、同情这样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应该在所有行为中体现这些价值观，而这些行为同时还展现了诸如开放、共情和慷慨的品格。只有当我们真正关心他人，无论是更好地了解他人还是帮助他人在职场中成长，我们才能成为将专业能力与同情心相结合的更优秀的医生；成为将娴熟技巧和内心灵魂相结合的更优秀的音乐家；成为既用脑又用心的更优秀的企业家；成为既能争取最好的业绩表现又能与员工建立良好关系的更优秀的全能型企业家。这一切都取决于身居要职的企业家如何作为。他们需要在领导团队的过程中无惧展现同情心；他们需要明白，只有努力帮助员工实现潜能，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改变行业格局、培养有活力的企业文化以及创造持久的商业价值。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同情由三种基本品格构成：开放、共情和慷慨。开放意味着消除偏见，共情意味着真正了解他人，慷慨意味着行为仁慈。

·　开放的心智使我们能够接受新想法，并乐观地看待新想法。如果企业拥有清晰的能被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就会授权员工做一些重要的决策，并相信员工能够做正确的事情。

·　慷慨让付出者和接受者同等受益，慷慨是带来巨大变化的重要力量。归根结底，富有同情心的领导力就是不断地表达：我们关心你，你很重要。

·　从根本上讲，同情作为一种人性特点，居于职场品质的核心位置。富有同情心的好企业家都能牢记如下事实：我们都是人，人与人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来连接的。在富有同情心的组织中，每个成员都会因为感受到彼此的亲密和共同的使命而在工作上更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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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假装自己无所畏惧，但我最主要的情绪是感恩。我有所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我从他人身上所获甚多，也有一些回报给予他人；我享受阅读、旅行、思考和写作，由此我与世界发生关联。

——神经病学专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

爱、尊重、智慧，完满的3个层次

我在家里和办公室里都挂着一幅相同的照片，乔治·塔梅斯（George Tames）拍摄的《最孤独的工作》。2画面中，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从总统办公室的南窗望向窗外，他耸起双肩，双臂撑在办公桌上。即便只能看到肯尼迪的背影，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疲惫和压力。这张照片充分呈现了作为领导者的另一面：尽管影响力和成功能带来阶段性的喜悦，但与此相伴的是他们所要面临的困难、失败以及独自做出重大决策的孤独。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肯尼迪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艰难的决策。我们在面临压力的时候追求完满，即爱、尊重和智慧相互结合、彼此强化的一种状态，这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行为。我们身边的道德高尚的人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完满，他们不仅偶尔给予同情，还经常提供建议和支持。正如很多书里所写的那样，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化解古巴导弹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也是肯尼迪的亲密顾问，肯尼迪非常倚重他的建议和判断。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向肯尼迪提出了两个选项：一个选项是形成封锁，以阻止更多的导弹进入古巴岛；另一个选项是立即展开军事行动，空袭古巴。最终，肯尼迪选择了封锁。我们不可能完全体会肯尼迪那时的内心起伏，当时他的决策将对无数人的生命产生严重后果。古巴导弹危机迫使肯尼迪做出了最困难的决策。著名政治科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的一本关于该危机的重要著作中，非常贴切地把肯尼迪面临的挑战称为“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3

所有人的生活都充满了艰难困苦、成功与失败、光明与黑暗，但领导者会经历更多这样的时刻，特别是当他们不得不独自思考并做出最困难决策的时候。正是在这些特别的时刻，他们才能最敏锐地感知到他们的成就有多大、他们的失败有多痛、他们的韧劲和毅力有多强。

领导者，尤其是卓越的领导者，进行的工作是一项孤独的事业。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写道：“为王者，无安宁。”4真正的领导力要求自我牺牲，以让他人免受孤独和不安。领导者只能在私下疏解自己的困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的确，很多领导者主动选择了与孤独为伴。

领导者可以通过寻求完满来缓解孤独。一个人不可能在突然间变得完满，这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勇气。那些力图追求完满和平静的人会发现，这个旅程既漫长又痛苦。追求完满不是百米冲刺，而是徐缓而大步的长跑；即便我们绝不可能达到完满的终点，至少我们也得到了心灵的平静，在逐渐趋于完满的过程中，离完满越来越近。完满是一个人职场品质的最高境界。完满融合了爱、尊重和智慧，位居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塔尖。总而言之，具备爱的心智、练习尊重和智慧行事，我们就能迈向更大的成功：一个人竭尽全力想要追求的更完满的人生。

我们在喜欢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时能感到完满。完满是我们对所遇到的人、环境和际遇感到满意并感恩的一种状态，完满还意味着我们意识到自己可以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是否在工作和生活中本能地帮助他人实现幸福？我们是否尊重了自己和他人？我们是否积累了足够的智慧和经验，能够区分判断好坏，并正确行事？

国家领导者的决策影响了整个国家，准确地讲，是整个世界。虽然我们是普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低估自己向善的能力。无论我们的地位如何，都只能由我们是否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来评判我们所具备的美德。大规模的变革往往始于几个人的努力，每一处积极变化都是从一个人的努力开始的，然后是几个人，最后扩展到很多人。对企业家而言，完满意味着应该让企业和员工信守这种成功观：不仅仅看重短期的经营业绩，更看重业绩的持续性以及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人产生的影响，就像约翰·麦基在全食食品公司所做的那样。因此，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人生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增进了我们的社区利益？这种利益不仅要用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来衡量，更要用代表了更高利益的职场品质来衡量。最优秀的企业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意义必定超越了财务报表上的一堆数字，我们必须致力于长期践行企业的优秀品格和文化，我们必须持续帮助我们身边的员工成长。

也许，你会认为用完满来评判领导力、用职场品质来评判成功这些愿景过于理想化。在领导职位上的人似乎注定要面对压力和孤独，怎么可能做到完满？企业家是否能把他们的权力当成一种荣幸，继而把帮助员工成为最好的自己当成责任和最高使命？只要我们能理解企业家面临的真实挑战，只要我们能根据现实情况调整我们的预期，只要我们能坚定不移地与身边的好员工共事，我们就有可能做到完满。是的，通向完满的道路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是的，持续的努力需要让好员工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带来积极的变化，创造持久的价值，同时实现他们自身的潜能。此外，实现完满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能从拥抱爱开始。爱是普世价值观，是我们已知的生活中最强烈的情感。

爱，与客户建立信任

为了体验完满，一个人应该既接受他人的爱，同时更多地爱他人。那些全身心服务于他人的人展现了爱的最高境界。在商业语境中讨论爱似乎很怪异，但事实上，最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往往是那些受使命驱动、服务于他人的人。我的商业合伙人马茨·莱德豪森曾经说道：“谈论爱并不俗气，因为领导力的核心就是爱。这才是真正的领导力。”关于爱，莱德豪森最喜欢以下这个定义：

爱是愿意拓展自我，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灵命成长……爱与爱的行为是统一的。爱是行动的意愿，也就是说，爱既是一种意愿，也是一种行动。意愿意味着选择。我们并非天生就会爱，我们只是选择了去爱。

著名心理学家M.斯科特·派克5

爱和被爱意味着，你愿意为他人的幸福而付出，你在用有意而为的心智模式给予爱。相比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同情，爱是更深厚、更感性、更亲密的情感。因此，爱不是欲望和爱情的同义词，而是以培养和服务他人为导向的行为。

为什么在商业社会谈论爱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因为对专业领域而言，爱似乎是一种过于强烈的情感。如果你认为“爱”这个词太过宏大和私密，不适用于商业领域，那你可以把它换成“影响”，甚至可以是“关心”。不过，难道企业不就是想让客户“爱”上它们的品牌和产品吗？难道员工对工作的高度投入不就是“爱”的另一种说法吗？领导者宣称他们想追求爱的企业文化，但他们常常没有按他们所宣扬的付诸行动，这真是太讽刺了。领导者要想让员工爱上自己的公司，就必须让员工爱上自己的工作，并树立更远大的使命。

我在读到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的《爱的品牌》（Lovemarks）一书时，第一次在商业语境中见到“爱”这个词。罗伯茨是盛世长城国际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 Great Wall）前董事长，他试图把爱带入品牌与客户之间的对话。他认为，企业不仅应该致力于打造品牌，还应该致力于打造“爱的品牌”。罗伯茨在书中写道：“爱的理想主义是商业的新领域。通过建立尊重和激发爱，企业可以感动世界。”6

罗伯茨的书很快获得了强烈反响。消费品品牌迅速采纳了罗伯茨的哲学：最伟大的全球品牌需要与他们的消费者展开真心实意的对话。罗伯茨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品牌必须在尊重和爱这两个独立的维度上得到客户高度认可。那些缺乏尊重和爱的企业只不过是在售卖产品而已，而那些品牌知名度很高的企业也并非就能自动打造出“爱的品牌”。有些品牌哪怕没有与消费者形成情感上的连接，仍有可能得到人们的青睐，这就是传统的“商标品牌”概念。对有进取心的企业而言，关键问题是如何从打造“商标品牌”变为打造“爱的品牌”。前文所列举的那些公司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并将价值观作为决策的过滤器。从爱马仕或香奈儿之类的奢侈品品牌，到巴塔哥尼亚或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之类的消费品品牌，再到Soulcycle健身连锁店或宜家之类的生活方式品牌，这些公司通过持续的实践和行动来增加品牌价值，并与消费者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无论你的公司是像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那样的大众品牌，还是像爱马仕那样的奢侈品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整而持久地践行品牌所代表的价值观。我曾有机会与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前董事长道格·劳赫（Doug Rauch）和爱马仕美国公司现任董事长鲍勃·查维斯（Bob Chavez）打交道。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两家公司是如何坚守价值观的。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的品牌理念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价值’这一概念。我们努力保持低成本，因为我们省下的每一分钱，就是你省下的每一分钱。”像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这样的产品驱动型公司必须做到物美价廉。7这一理念早已深入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的企业文化，劳赫说道：“文化才是企业真正的实力，能让企业与客户产生‘化学反应’……对于零售业而言，文化意味着用心服务客户。”8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类非常不同的公司，爱马仕。爱马仕的品牌和产品似乎不属于我们这个星球。但在更深层面，爱马仕和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又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坚守自己的价值观。爱马仕是历史最悠久的独立奢侈品牌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有价值的品牌之一。爱马仕成功的关键是，毫不动摇地坚守悠久的手工制造传统。公司对每一款产品的品质都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同时又尊重手工打造的历史传承，拒绝任何形式的规模化生产。9如今，爱马仕已经大大拓展了自己的产品线，但跟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一样，仍然持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个性。关于品牌成功的秘诀，查维斯的想法与劳赫如出一辙，他认为爱马仕品牌之所以能屹立180多年不倒，是因为“爱马仕总能做到一致和真实，总能坚持不牺牲品质和手工传统的文化和承诺”。10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和爱马仕都对产品精益求精，这是两家公司坚定奉行自身价值观的一种表现。

自2000年以来，罗伯茨的理论已经成为盛世长城国际广告公司的核心工作方法。消费者和在线社交媒体经常发表对品牌的看法，除了上述品牌，他们还将其他一些品牌视为“爱的品牌”，包括健力士、Ben & Jerry’s冰激凌、谷歌、沃比帕克（Warby Parker）眼镜和Moleskine笔记本。11为什么有些品牌能激发出爱，有些却不能？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认为打造品牌的最佳方式，就是专注于让客户最大程度地爱上公司的品牌、服务和产品。作为一名管理咨询顾问，我知道如何帮助公司调研市场需求，然后打造核心竞争力，提供客户所需的产品。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方法，虽然仍然管用，但我发现，公司用这种方法通常无法与终端客户建立起情感联系。如今，我采用了相反的办法。我相信，最强大的企业和品牌应该践行由内而外的品牌哲学。企业先在管理者和组织层面建立自我关怀的文化，然后再投入精力与客户建立情感联系。想想你自己对爱的体验：完满和自爱是与他人分享爱的前提条件，想想前面提到的那些被誉为“爱的品牌”的公司以及其他你所喜爱的品牌，你就会知道持续成长和成功的企业深深根植于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最终形成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和情感连接。

费边·福特穆勒（Fabian Pfortmüller）是Holstee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总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生产和销售环境友好型产品。福特穆勒深深影响了我，启发我形成了关于由内而外的爱的想法。福特穆勒曾经用同心圆打比方：最小的圆是自爱，第二个圆是将我们的爱给予他人，第三个圆包含了对相互连接的所有人的爱和感恩。将爱给予他人，也就是从一个小同心圆到一个更大的同心圆，能够使我们体验到一种深层次的快乐和一种诚挚的愿望，希望我们的爱能帮助他人实现梦想，甚至胜过实现自己的梦想。知易行难，关键是我们必须在工作和生活中先做到自我关怀和自爱，然后才能做到由内而外地关心和爱护他人。

一般而言，一家企业给人的感觉要么是有爱，要么是冷冰冰的，很简单。我评估一家潜在的被投资企业时，总是会参观这家企业的办公场所，看看是否能“感受到企业中的爱”。我最近考察的一家企业的财务和用户数据每个月都在翻倍增长，营收很快就能达到千万量级。但是我在参观这家企业的办公场所时发现环境静悄悄的，办公桌空荡荡的，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于是，我放弃了这家企业。你不一定需要员工流失率、员工服务年限和财务数据等量化指标，才能判断一家企业的状况。

不过，员工工作投入度调查仍是评估一个组织是否有爱的一种有效办法。在当代管理学理论中，员工工作投入度是过去十年来非常流行的概念，主要涉及如下问题：企业需要为员工创造哪些条件，才能让员工热爱自己的工作，让员工有动力扮演好自己的工作角色。WD-40公司高达98%的员工表示，他们乐意告诉别人他们在WD-40公司工作。12员工只有工作得开心，才能把幸福感传递给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热爱企业的快乐员工都能在工作、产品和服务中体现出这种爱，而客户也一定能感受得到。满意的员工可以带来满意的客户。你的员工就是你关键的利益相关人，因此如果他们对你的使命和品牌非常投入、充满热情，简而言之，如果他们热爱他们的工作，你的企业就能变得强大而有影响力。

那么，好企业家应该怎么做，才能与员工建立情感联系，打造出爱的品牌呢？企业家需要将员工在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企业的愿景和价值观联系起来，让员工明白他们的工作有助于企业实现更大的使命，因此他们是企业愿景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内在激励比明显的外在激励有效得多。领导者需要问自己如下问题：“我是否向员工清晰地传递了企业的愿景和价值观？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将帮助他人成功放在工作的优先位置？我应该如何授权员工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出自我决策？是否有一种办法能让我听到员工真实的声音？”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开启更多爱的机会。

我和我的合著者在《热爱、实干、勇气和运气》一书中披露，有70%的成功企业家，其事业是由热爱所驱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一个充满激情的创始人是一家企业的核心，但实际上，商业领域存在很多不同类型的爱。古希腊人对不同类型的爱提出了精细入微的定义。C.S.路易斯在1960年出版的《四种爱》一书中所探讨的四种“爱”，就是基于古希腊对爱的定义。13那么，我们如何将不同类型的爱应用于领导力和商业语境呢？

·　欲爱（eros）是情欲之爱。古希腊人相信，如果对情欲之爱不加节制的话，是很危险的。欲爱令人如痴如醉，甚至可以让我们做出不理性的行为。在商业语境中，欲爱是“感官之火”（fire in the belly），有时能让创业者想出“疯狂”的创业好点子。然而，这种激情最终需要得到控制和引导，以使企业进入下一个既不冒进又具有持续性的商业发展新阶段。

·　友爱（philia）意味着忠诚、友谊、同志、情感和陪伴。在工作中，友爱是我们努力与同事建立的互爱和共事关系的基础。

·　情爱（storge），路易斯把它称之为“感同身受”，类似于我们前面讨论的同情。同情意味着完全站在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同情是人与人相互理解的基石。

·　仁爱（agape）是无条件的牺牲之爱，就像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爱。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把仁爱描述为一种“成就他人的意愿”。路易斯认为仁爱是四种爱中最伟大、最良善的爱。我和我的合著者在撰写《热爱、实干、勇气和运气》的过程中，都想找到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真正含义，而四种爱正好适用于这两个领域。然而，在那本书中，我们所探讨的最有趣的爱也是我认为对于完满而言最重要的一种爱，就是仁爱。实际上，服务型领导力和职场品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把利益相关人放在第一位，都要求我们做到仁爱，或者要求我们爱得足够深，甚至可以为了实现更完满的使命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无论我们是领导者、管理者还是基层员工，我们每天都会为工作做出牺牲。毕竟，我们有一半的清醒时间都在工作，因为工作是我们的谋生手段。然而，我们都应该牢记孔子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6)通过为公司愿景做出自己的贡献以及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可以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好企业家想要提高员工情感投入度，必须要打造真正的爱的企业文化。美国MBA协会创始人凯西·杰拉尔德曾对我说：“如果没有经常做到爱自己和爱他人，我不相信我或者任何人能够实现完满。爱不是甜言蜜语，不是依偎拥抱，不是浮夸享乐，而是非常严肃的事情。”14

尊重，激发团队紧密协作

我不介意你是否喜欢我……我只希望你把我当成人来尊重。

——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15

完满的第二种价值观是练习尊重，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你会怎样对待陌生人？你身边的人如何对待衣帽间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和餐厅服务员？他们是以开放或尊重的态度待人，还是以冷漠、傲慢、甚至粗鲁的态度待人？几乎每一家企业都有谄上欺下的一类人。

你只需要观察一个人如何对待孩子，就能大概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我曾经和我年纪尚小的几个侄女一起参加了一场新年之夜的聚会。当我向其他人介绍我的侄女们时，我发现在场的客人可以分为不同的两类人。第一类人对女孩们表示出了真正的尊重和关注；第二类人只是礼节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然后迫不及待地转而与其他客人交谈。而聚会的主人看到我的侄女们一同来做客，相当开心，既热情欢迎她们的到来，又问了她们很多问题。聚会的主人似乎真的关心她们的经历、她们在哪里上学、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波士顿。而这与其他客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只是把女孩们当作不速之客。品德高尚的人在这类场合都显得富有人情味，他们能克服性情上的弱点，放下尊贵的社会地位的架子，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尊重意味着持续遵行自己的价值观，做到我们在前文提到的诚信和自我一致。你也许不认同他人的价值观，但你应该尊重那些知行合一的人。即使始终遵行自己价值观的人和我的价值观大不相同，我宁愿与他们做生意，也不愿意与见风使舵的人打交道。我在Cue Ball投资公司的合伙人约翰·哈梅尔（John Hamel），把那些不愿诚实面对自己、伪装自己的人形容为“你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知道他们真实想法的人”。我们应避免与这类人打交道。简而言之，表里如一的人更值得尊重。

尊重是同情的“近亲”，我们在练习尊重时要倾听他人、遵守得体的礼仪、认清错误、履行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从养成简单的日常习惯来练习尊重，比如，不迟到、不早退、迅速认错、宽宏大量。约翰·伍登为球员设定了三条关于尊重的简单原则，球员们也的确做到了尊重自己和队友。以下是这三条原则：

1．绝不迟到，尊重时间和对他人的承诺。伍登在出勤率和准时率方面对球员的要求非常高。迟到或者缺席训练的球员很可能会被球队开除。

2．干净整洁，不说脏话。伍登要求球员遵守文化礼仪和规章制度，尊重所处的场合。穿着干净整洁，表明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和比赛。有一次，篮球明星比尔·沃尔顿没剃胡须就参加训练，伍登马上让他回家把自己收拾干净。沃尔顿坚称蓄胡子是自己的权力，伍登回应说：“很好，比尔，我很敬佩那些信念坚定、知行合一的人，我也是这种人，因此我要开除你。”沃尔顿马上起身回家刮胡子。16一直以来，我都信奉传统的教育理念：宁愿穿着讲究，也不穿着随意。

3．绝不指责队友。伍登认为成功不仅意味着赢得比赛，还意味着在集体氛围方面和比赛过程中成功。伍登相信，最棒的比赛是虽败犹荣的比赛，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他告诫他的球员们，绝不能指责队友，绝不要在评价队友时无视队友的贡献，绝不能不尊重其他球队。

身居要职的人往往没想过刻意赢得别人的尊重，而是认为受人尊重是自己应得的。你是否是一名团队队长或一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并不重要，你只能依靠一贯的职场品质或专业能力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敬佩。最终，只有尊重他人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尊重是双向的。你敬佩的人犯了错之后，愿意站出来公开承认错误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敢于坦承错误，是否敢于承担责任？

2007年情人节，美国东北部的一场暴风雪造成捷蓝航空公司多次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乘客们强烈不满，有的人已经滞留了一个星期，有的人丢失了行李。而对于早已不堪重负的捷蓝航空员工来说，重新安排数百架次航班则增添了新的麻烦。公司联合创始人戴维·尼尔曼（David Neeleman）表示，这是公司创立以来7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周。暴风雪危机之后，尼尔曼真诚地向乘客道歉，他愿意为捷蓝航空给乘客造成的不便承担全责。尼尔曼的致歉信发布在互联网、公司官网和美国全国性媒体的整版广告上。就像“顾客总是对的”这句古老的格言，尼尔曼的道歉表达了对乘客真正的尊重。尼尔曼没有用糟糕的天气作为遁词，而是承认问题，同情受到不利影响的乘客，解释公司在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并列出今后改进的措施，包括发布新版的《捷蓝航空客户权益规定》。这才是真正的承担责任。以下文字摘自尼尔曼的致歉信：

对于您及家人与同事所经历的焦虑、沮丧和不便，我们内心的歉意无以言表……捷蓝航空承诺将乘客至上的理念带入航空之旅，承诺让乘客获得更愉悦的飞行体验……我们深知，上周我们没能兑现承诺……你们理应获得更多、更好的服务……而我们让你们失望了。17

尼尔曼本可以把责任归咎于不可控的环境和天气，但他还是选择了正确的做法：尊重乘客的感受，并向他们致歉。尼尔曼借致歉与客户建立了情感连接。在需要诚信的时刻，在公司声誉处于危机的时刻，尼尔曼的做法赢得乘客更深的信任。

我在职业生涯中发现，最能体现领导力的时刻之一，就是高层领导者向基层员工致歉的时候。美国深受欢迎的作家韦恩·戴尔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如果非要在争论对错和友善待人之间做出选择，那就选择友善待人。”18如果工作场所是员工争论对错、自我辩护的战场，那员工就很难做到相互尊重和追求完满。如果孩子们能从困境中吸取教训，而非指责他人、推卸责任，我们会表扬他们成熟懂事。作为成人，我们应该比孩子做得更好。对组织来说，最重要的是，员工的行为是体现还是偏离了组织的愿景和核心价值观。

迪克·哈林顿是我认识了20年的朋友和同事。我敬慕他的成功和他坚定的价值观。他从一名底层的水管工人做起，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服务公司的高管。我曾在汤姆森路透集团工作，是哈林顿的下属。外界人士经常要求我们公司在战略和执行上快马加鞭，但哈林顿拒绝这么做。那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哈林顿的做法，为什么不干脆禁止这些人表达意见呢？然而，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表达自身想法的机会有多么重要，因为这能让他们自己形成共识。

哈林顿在践行领导力时将个人贡献者与团队领导者区分开来。哈林顿相信，即便是最聪明的个人贡献者，特别是那些“聪明自大症”患者也不如那些专业能力较弱但能使他人成长的团队领导者更有价值。对哈林顿来说，团队的完满大于任何个人的完满。患有“聪明自大症”的员工很难尊重能力不如他们的人，他们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却常常要求别人尊重他们。他们常常疏远同事，破坏团队紧密协作所需要的信任。最终，过分看重能力而忽视品德的偏见阻碍了“聪明自大症”患者实现个人完满和职业成长。我总是在寻找因价值观和行为赢得他人尊重的员工，尽可能回避因头衔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人。

如果人们知道你的行为总是符合你的价值观，你总能兑现你的承诺，你总会去做你计划要做的事情，那么人们就会尊重你。比如，通过持续兑现对消费者的承诺以及超越消费者的期待，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的净推荐指数（Net Promoter Scores, NPS）经常居高不下。这个指数是一种评估消费者向他人推荐某家公司的意愿的指标。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首要的核心价值观是黄金法则：你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待人。19有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冬天的一个晚上发生了暴风雪，一位89岁的退休海军军官被困在家里。他的女儿心急如焚，给附近的杂货店打电话，希望有一家店能给家中的父亲送一些日用品，结果却失望了。最终，她拨通了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的电话。客服代表在电话中表示，他们通常不会送货，但不用担心，他们会为这位老军人破例。30分钟后，他们将几袋日用品送到了老人家里。此外，客服代表还额外送了一些老人可能会用到的物品，好让他可以在家里多坚持几天。并且，所有这些商品和服务都是免费的，这真是太令人惊喜了！在做完这一切之后，客服代表只送上了一句简单的祝福：“圣诞快乐！”20

在这个案例中，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客服代表向急需帮助的人伸出了援手，充分体现了职场品质金字塔中与真实和同情有关的所有价值观。通过践行首要的核心价值观，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还展现了其他价值观，包括“为客户创造惊喜”和“去官僚化”。回想一下前文案例中的酒吧服务员，因为客户不能用信用卡支付，就把饮料倒进水槽。与此相反，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的客服代表有权基于公司的价值观在实际工作中做出决策，而不是死守规则和标准流程。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信奉去官僚化，因为相信员工能够做正确的事情，包括在恰当的时候打破惯例。从表面来看，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客服代表挺身而出，在暴风雪中给89岁的老军人送去了日用品；从意义上讲，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展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作家兼学者布琳·布朗曾经说过：“勇气始于挺身而出，并让他人得以看见。”21对于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司和商业领导者而言，其持续优异的业绩表现总是伴随着坚持不懈的美德行为，他们彰显自己的价值观并坚守如一。这听起来很容易，但知行合一绝非易事。我们总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看似都是应优先处理的紧急事件或重要事件。但正如布朗所言，有时候，我们没有准时出席会议，只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艰难的对话，没有为对话做好准备。然而，你应该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希望别人承诺准时，希望别人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你也要这样去做。哪些人是你最信任的人？哪些组织是你最尊重的组织？人们总是尊重那些尊重他人、能够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及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践行价值观的人和组织。这才是真正的领导力。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兼畅销书作家亚当·格兰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领导力课程，也在美国各地作领导力方面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喜欢问听众是否有自己尊重的上司。通常，只有不到一半的听众举手。而据另一项调查统计，美国就业人群中有65%的人更希望换上司，而不是为自己涨工资。22我想起有个同事曾给过我一项建议，这项建议是他向硅谷风险投资家学到的。他说，当你考虑是否接手一份新工作时，你需要扪心自问：你喜欢你的员工吗？你能想象自己关心员工、员工也关心你吗？你尊重上司的领导风格吗？你认为他会尊重你吗？最后，在与他人谈到你的同事、老板和工作环境时，你是否会感到自豪？

真正优秀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会如实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在实践完满的另一个部分：智慧行事。

她希望时刻做到聪慧和理智，但是，哎！哎！

她必须对自己承认，她还不够聪慧。

——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汀23

如果你看到的是某个事物的整体，那么这个事物似乎总是那么迷人，比如，星球、生命……然而，如果你近观世间的尘土和岩石，一天又一天，生活就像是一份艰辛的活计，让你感到疲乏，让你失去方向。

——美国当代著名科幻作家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24

当我们不断体验人生百态，不断向身边品德高尚的人学习判断力时，我们就是在陶冶智慧。智慧是行为上的完满状态。智慧能让我们明辨何事重要、何事轻微；何事转瞬即逝，何事经久永恒；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何为天真幼稚，何为深思熟虑。当我们对于难题的答案模棱两可时，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智慧还能帮助我们区分哪些事情受我们掌控，哪些却不能。智慧行事意味着我们承认，生活中的问题很少有非黑即白的答案或解决方案。

智慧，在理想和现实间寻求平衡

上帝啊，请赐我平静，好让我接受

无法改变之事

请赐予我勇气，好让我

改变能够改变之事

请赐我智慧，好让我

明断是非。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25

当事情进展不如我们的预期时，学会客观地思考哪些因素是我们能掌控的，对我们是十分有帮助的，可以产生不同的、更积极的结果，让我们找到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事情的发展方向与我们的预期完全相反。尼布尔的话非常接近智慧的完美定义，也为完满语境下的“成功”的概念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成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心智状态，我们知道自己已竭尽所能让自己和他人变得更好时，就会感到自我满足。这个定义的关键词是“竭尽所能”，意味着应该把我们能够掌控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为了知道我们能掌控哪些事情，我们需要在预期和现实之间寻求平衡。我们对成功的感知度取决于我们为自己和他人所设定的期望值。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奋斗目标有更切合实际的认知，就更能掌控自己的幸福。如果我们相信应该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那么即便我们都已做得足够好，也免不了对自己感到失望。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项很有名的研究。研究人员通过测试奥运会金牌、银牌、铜牌获得者的感受，揭示了幸福感知度的相对性。1995年，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维多利亚·梅德维克（Victoria Medvec）和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以及托莱多大学的斯科特·马迪（Scott Madey）发现，获得铜牌的运动员通常比获得银牌的运动员更开心。26银牌获得者最失望，因为他们总是会想，如果不是银牌而是金牌该有多好，毕竟他们与金牌只有一步之遥。而铜牌获得者则认为很有可能自己原本连铜牌都拿不到。

反事实思维是把“假使……会怎样”设想为“要是……就好了”。我们感知到的自我实现和完满程度与我们为自己所设定的预期直接相关，这些预期包括对职位晋升或奖金的期望、对财务目标的设定，或者对他人的期待。当然，如果结果是正面的，无论结果是否超过我们的预期，我们都会感到开心。但如果是与我们预期不一致的负面结果，尤其是功败垂成的情况，那就会大大影响我们的心情、自信心，我们就会怀疑是否完满。

我们对他人的期望也应该实事求是，这同样重要。符合实际的期望能让我们对他人更富有同情心，更宽容别人，接纳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更重要的是，符合实际的期望能让我们避免由现实差距带来的失望，这种失望会播下持续沮丧和自我鄙弃的种子。不可否认，设定合理的预期是一种悉心权衡的行为。一方面，我们想要帮助人们实现自身的潜能；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犯了错，没能达到高水准，我们也要鼓励他们。

在风险投资领域，设定财务目标和预算的时候尤其需要做到实事求是。我们在与被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商讨全年目标时，会让他们为公司设定最优先的事项，并提供具体的评价标准，以便董事会评估他们的工作。当然，他们最优先的事项肯定与财务目标有关，而我们作为投资人的目标则是推动首席执行官们达成甚至超越自己的目标。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力争每一年都做得更好。根据我的估算，被投资公司达到或超越了我们的目标的比率为75%。这并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如果你知道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么就有动力实现更难的目标。但总是不能达成目标更有可能让你感到泄气，而不是让你充满动力。如果人们设定切合实际的预期，并能在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人们就能更好地面对坏消息或者低于预期的结果。

我们在追求职场品质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冲突，智慧之举通常就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之间寻求平衡。本书第二部分将详细探讨这些冲突，当前我们只需要认识到我们每天都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如何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求得最佳平衡？我们的短期需求和长期目标分别是什么？我们身为领导者，在试图实现作为领导者的完满的时候，需要找到平衡点，好让自己心怀感激，内心平静，对自己的决定、成就和已经实现的所有目标感到满意。

谈到寻求平衡，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应该何时追求自己的理想，何时对现实做出妥协？毕竟，智慧应该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情况能令人满意，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治科学家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了“满意即可”和“满意最大化”的概念，正好与上述问题有关。27心理学已经把这两个概念当作测量幸福指数的标准。我们在此把这两个概念作为衡量完满的标准。西蒙的这两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他认为，只有两种决策者：满意即可决策者和满意最大化决策者。假设你想找一根只有大约8厘米长的缝纫机针，但是这种针的形状非常罕见，更糟糕的是，它掉在了数百根长度为2厘米至10厘米不等的针堆中。满意即可决策者会在针堆中快速翻找，直到找出差不多长短的针就收手了，而满意最大化决策者会在针堆中找上几个小时，如果时间允许，非找出长度完全一样的那根针不可。

无论是满意即可决策还是满意最大化决策，都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在有些情况下，足够满意的决策就是完美的决策。比如，女缝纫工通常会遵守80/20法则，认为8厘米的针就可以用于缝制大多数衣服。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为一座吊桥设计工程参数就必须做到准确、精准和最优化。尼布尔的话提醒我们，关键在于拥有分辨差异的智慧。实际上，我们要解决的大多数问题都不属于设计吊桥这种类型。人们可能深有体会，大多数问题都适用于80/20法则，求近似值足以解决问题。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然而，这正是问题的棘手之处：A型人格的人往往很有雄心，常常强迫自己在每件事上都做到尽善尽美，我也属于这种人。根据常识，我很清楚这种做法通常会让人失望。研究显示，满意即可决策者比满意最大化决策者更开心，也会感到更完满。完美主义者和满意最大化决策者明白，还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这让他们永远都不会感到满意。前文已经提到，关键在于，当不需要把事情做得完美时，学会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权衡判断，接受妥协；而如果需要把事情做得完美，就尽量做到最好。

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情况应该满意即可，哪些情况应该满意最大化，那就是减少选择。《选择的悖论》(17)的作者巴里·施瓦茨和他的同事安德鲁·沃德（Andrew Ward）在研究中发现：关于幸福，少即是多。28随着选择的增多，让我们开心的阈值也会提高。施瓦茨和沃德发现，体会到幸福、感激和完满的关键在于，意识到足够好真的就是足够好！想象一下，你在购买一台新笔记本电脑时的决策过程。几乎每个月都有速度更快、功能更强大的新款笔记本面世，它们的显示器分辨率更高，电池寿命更长。为了不在各种选项中纠结，施瓦茨建议，你可以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满意最大化决策者。你问他最近买的是哪款笔记本，然后你就选那款，不要再掂量其他选项。这是完美的选择吗？也许不是。是足够好的选择吗？绝对是！

智慧还取决于时间和人群特征。耐心和时间能够带来丰富的阅历与视角，理想情况下，还能吸引很多优秀人物。在我们反省和需要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导师和榜样。毫无疑问，当我们面对最艰巨的挑战时，优秀人物和伙伴能够成为我们的导师与支持者。我们应该多结交这样的人，他们能给予我们支持，带来互补的能力，提供值得信赖的建议。然而，再次强调：追求完满和智慧是一生的旅程。为了尽享完满的益处，我们需要耐心打磨我们的智慧，让它日臻成熟。从本质上讲，智慧是行为上的完满，是我们做出优异判断的基石。

自我完善是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的一个术语，他用自我完善描述人类心理发展的最后阶段。我们在65岁之后的老年阶段，更容易接纳人生百态，无论成功或失败。可是，为什么我们非得等到65岁才能达到自我完善的状态呢？有没有办法早日达到这个阶段呢？如果你能早日践行使你自我完善的价值观，也就是类似于帮助我们实现完满的价值观，你就能早日达到智慧的臻境。事实上，大多数人身边至少都有一位老年智者，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有两个人生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尽早成为一位智者。为什么我非得等到七八十岁才能拥有智慧？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一样，那就尽早学习哲学和伟大的精神传统。即便你不相信存在一位至高主宰，你仍可以从宗教中汲取美妙的智慧。因此，你应该随时随地学习任何你能学到的智慧！第二个目标是，用心体会快乐、敬畏、感激以及孩子们身上常见的好奇心，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尤该如此。我们似乎总是在人生最初5年和最后5年参透一切，却在中间这段时间奋力挣扎。

其实，在人生早期阶段实现完满是完全有可能的。我问迪帕克·乔普拉，他对何事最感激。他干脆地回答说：“活着。”乔普拉曾说：

像孩子那样，无缘由地快乐，如果你的快乐是有缘由的，你就麻烦了，因为那个缘由很可能离你而去。29

乔普拉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被赐予了生命、关系、经历和财富，我们应该依次感激这些恩典。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加开心和完满呢？我从鲍比·麦克菲林（Bobby McFerrin）和他的歌曲《别烦恼，要开心》（Don’t Worry, Be Happy）中获得了灵感，也为这个严肃的话题增添了一份轻松。以下是我用来追求完满的“鲍比清单”：

1．与善良、开心和完满的人打交道。优秀人物会互相吸引，就像开心的人会让其他人更开心、更满足。如果你身处好人之中，就会受到他们的正能量的感染。

2．更多专注内在品格而非外在评价。专注于有意义的角色、经历、学习和成长。在工作中，专注于你所扮演的有意义的角色和你所学到的东西，而不是专注于比较你同事的薪酬待遇是否应该比你更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其《品格之路》一书中详尽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这个以竞争和出名为导向的世界过于强调简历美德（résumé virtues），我们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来塑造内在品格，即悼词美德（eulogy virtues），而后者才能使我们留得身后名。30

3．不要专注于你的不足。我认识的最优秀的领导者都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乐观。你是像一个正能量的给予者，还是更像一个负能量的给予者？努力经受住“24×3”法则的考验，在否定一个新想法之前，多给自己一天时间考虑。最优秀的领导者在面临困难时会穷尽考虑各种可能性。

4．随时随地友善待人。你能传递更多的快乐或正能量给他人吗？你能给陌生人一个拥抱、与某个孤独的人倾心交谈、给明显急需支持的同事提供帮助吗？这就是友善待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鼓励他人向我们寻求帮助。你能随时想起那些你正在帮助的同事的名字吗？

5．阅读并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自己的想法是自我反省的主要方式。多读书，一边读一边折角或随意标注。还有一种特别简单的记录方法，那就是把你受启发的观点和语句记下来。

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金字塔的最高层级是自我实现，即一种感受到强烈超越感的“巅峰体验”。31在我们追求完满的过程中，自我实现是终极目标，但自我实现与我们的利益关系不大，而是更多关系到他人的利益。根据马斯洛的观点，自我实现的人能够接纳周围的现实，并感受到一种帮助他人和参与解决更大问题的责任。

相比商业领域，完满、仁爱和自我实现是哲学与心理学领域中更常见的主题。大多数人将商业生活与个人生活区分开来，就像我们将领导力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区分开来一样。然而实际上，二者是相互交织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生存和安全当作基本需求，进而上升到仁爱、自尊和自我实现的更高需求，为什么就不适用于商业世界和领导力呢？在商业领域，诸如仁爱这样的词汇经常被理解为满意度和文化，而自我实现则被理解为个人和职业发展。但是，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这些是一回事！我们用政治正确般的商业术语和委婉的词汇来让这些概念在专业语境下变得更动听，实际上淡化了这些词汇的根本含义。在商业领域和个人生活中存在相同的日常需求与价值观，如果我们能用日常用语来表达商业领域的需求和价值观，那么我们就能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同时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积极变化。

职场品质有益于商业，对于组织的成功也至关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追求完满就是要逐渐达到一种状态：不论断自己和他人，也不为自己和他人的错误寻找借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逐渐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感激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然而，如果追求完满是一生的旅程，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何时实现了完满呢？我们对自己已经实现的成就感到满意吗？在此，我将再次提到我最喜欢的爵士乐艺术家，赫比·汉考克。1965年，汉考克与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罗恩·卡特（Ron Carter）、托尼·威廉斯（Tony Williams）、佛瑞迪·赫巴德（Freddie Hubbard）、乔治·科尔曼（George Coleman）共同录制了《首航》（Maiden Voyage）这首歌。后来，汉考克说过，他曾为这首歌的结尾绞尽脑汁。歌的旋律总是回到歌曲开头的地方，汉考克突然意识到，开头就是结尾。关于什么是完满和游刃有余，我认为最恰当的定义是：完满意味着我们兜了个圈回到原地，实现完满就是珍视和践行真实与同情的价值观。完满是人性的核心，能让人们凝聚和连接在一起，能让人们共同激发出变革的热情。尽管完满是永无止境的追求过程，但我们可以将之传递给受到我们影响的人。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当领导者是一项孤独的事业。领导者如果能提醒自己身肩服务他人的责任，就能求得平衡，体会到完满。

·　完满位于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塔尖，仁爱、尊重和智慧这三个子价值观共同诠释了完满。为了实现完满，人们必须充满仁爱之心，尊重他人，智慧行事。

·　在商业和领导力的语境中，仁爱的含义主要是指服务他人。满意的员工会带来满意的客户。仁爱对于我们的事业而言至关重要，与我们共事的同事值得我们做出自我牺牲。

·　尊重是尊敬他人的行为和习惯，是特殊场合的礼节，是履行对他人的承诺。尊重还事关平等原则：我们每个人都有权让自己的行为具有特殊的意义，有权遵行自己的价值观。

·　智慧是行为的完满，是让我们明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经验与知识的积累。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模棱两可的情况时头脑清晰。我们拥有智慧，就能更好地掌握特定情况下的真相，管理我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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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性本善，却被撒旦的力量引向了堕落；还是相反，人性本恶，却被善的力量救赎？……过去20年积累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两者兼有。每个人天生就面临善与恶的冲突。

——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1《人类存在的意义》

几年前，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发现了探戈舞之美。从大街小巷的自娱自乐，到针对游客的庸俗表演，再到当地舞蹈家们在高水准的大剧院中演出“米隆加”（milongas）(18)，这种舞蹈无处不在。无论舞蹈者的技巧水平如何，都可以跳探戈，这是表达冲突和激情的一种绝佳方式：一对舞者，脚步紧凑，形若一人，不断给予和领会对方意图，舞姿中既有无序，也有和谐；两人亲密的交流，时常被激情的爆发所打断，这一切都体现在舞步的变换之中。熟悉彼此触碰和拥抱的一对舞者刚踏出克制而紧张的舞步，下一刻就迈着浪漫而轻快的舞步，从标志性的断奏开始，然后顺畅地进入慢、慢、快、快、慢的四脚同步节奏，探戈舞第一段的舞步曲线随之变得轻柔。

就本质而言，探戈舞是两个舞者之间的较量：说服与拒绝、克制与接纳、对与错。这些较量的张力提醒我们，优势与劣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舞蹈是一种绝妙的比喻，展现了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冲突，以及追求职场品质和成为好企业家的艰难现实。

5种冲突或对抗力量分布于职场品质金字塔。这5种冲突持续作用于我们，要求我们寻求平衡、时刻机警。这5种冲突还为人类的品格和美德增添了丰富的元素，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追求职场品质需要坚定的意志与决心。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介绍了职场品质的框架、语言和步骤。现在，我们将探讨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职场品质。当你试图把职场品质转化为行动，但很快在生活中遇到挑战时，你会发现现实世界远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假设你不仅想要诚实面对自己的使命，还想要诚实面对他人不同的使命，抑或是公司和同事的使命，那么在实践中，你该如何安排有限的资源、次序的先后和有限的时间？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应用商业计划、财务预算或建筑蓝图时也会发现，现实情况往往比预想的更复杂、更混乱。你不可能只靠模型和电子表格就能管理好或运营好企业。生活往往不是非黑即白，更多的是不同程度的灰，充满了冲突和挑战。

我用压力一词来描绘最常见的张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抽象的价值观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我们试图调和价值观与理想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张力。将职场品质转化为行动要比掌握理论知识更困难。难道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吗？幸好只要用对方法、养成习惯、不断实践，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做的那样，我们就能在阻碍我们追求职场品质、成为好企业家的5种职场冲突中求得更好的平衡。我们在践行企业家箴言和职场品质金字塔时，需要应对以下这5种职场冲突，如图B-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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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5种职场冲突



1．实用VS.理想。如果我们的梦想是美好的、远大的、有抱负的，那么我们通常就会遇到各种现实挑战，比如，时间约束、资源不足。（违背现实的压力）

2．短期VS.长期。在一个沉迷于短期利益、答案和满足的世界，用长远眼光来看待事物需要拥有耐心。（违背现实和完满的压力）

3．犹豫VS.信心。我们对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充满了信心，但这种信心通常需要犹豫来平衡，因为即便做有价值的事情也会面临风险。（违背现实和同情的压力）

4．个性VS.共性。我们既有共同的人性，又有自己古怪、不完美的品格和行为特征，我们必须学会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违背现实、同情和完满的压力）

5．坚毅VS.接纳。固执己见与自我反省的界线在哪里？何时应该放弃，真心接纳和拥抱失败，然后迈步向前？（违背完满的压力）

衡量职场品质以及调和职场品质与现实之间张力的关键在于平衡。你是否很难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做出抉择？那就成为一个实用理想主义者吧：平衡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张力，成为一个有耐心的机会主义者，在耐心中借鉴高效的实用主义。你还在犹豫和信心之间摇摆不定吗？那就学着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中学会中庸之道。我们需要在个性与共性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别人觉得你既是一个具有个性的开放包容的思考者，又是一个能同情理解他人的品德高尚的人。最后，平衡坚毅与接纳之间的冲突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既智慧又完满的人。

我们仅仅时刻意识到这5种职场冲突的存在，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有助于做出更好的决策。

R.I.S.E.，权衡决策的方法

作为领导者，现在你已经知道将职场品质融入工作的重要性了，也掌握了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塑造职场品质的框架。我也简要介绍了你在试图将企业家箴言和职场品质金字塔应用于现实世界时将面临的冲突，并很可能因此误入歧途。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管理这些职场冲突，我们将探讨一种有助于我们平衡这些职场冲突的决策流程。

需要再次强调：你的目标不是力争得到单一的答案，而是平衡你所面临的职场冲突。平衡可以被定义为：

一种让某人或某事保持稳定的均衡分配方式。2

一种各不相同的因素同等重要或比例适当的状态。3

虽然调和这些职场冲突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但如果能找出一种可以有效解决两难问题的持续的办法，就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好、更平衡的决策。我创建了一种可靠的、可复制的方法，可以作为一套成熟、清晰和一致的解决方案。但首先，你必须先做好分内之事，能够识别和理解你所面临的问题。其次，你再与一个或多个导师，或者你最信任的知己分享你的想法。再次，做决策。最后，带着信念和信心去执行决策。这种信心源自你意识到，你所面临的冲突、价值观和决策过程共同帮助你做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是符合职场品质的。我把这个过程称为R.I.S.E.，这是基于输入信息做出有效而平衡的决策的四个过程的英文单词的缩写：识别（recognizing）、理解（internalizing）、分享（sharing）和执行（executing）。

·　识别

你要先识别你面临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会面临这些问题。然后评估真实的风险和后果，设定切合实际的预期。刚碰到艰难抉择时犹豫不决是很正常的。你需要专注于找到一个接近正确和平衡的答案，而不是浪费精力去寻求完美的答案。



·　理解

识别和确定问题与理解问题还不完全一样。理解某个事物意味着，你已经将它内化于心，能够凭借直觉，无意识地、本能地处理你所掌握的信息。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在大脑中演练决策过程，用“如果……那么……”来推演各种可能的结果。这就好像你正在看一部电影，你可以让影片快进或倒退，以便知道掌握哪些决策步骤能让自己获得想要的结果。你可以给自己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反思与理解自己面临的问题。



·　分享

你理解了某个问题及其背景之后，要把它分享给你的导师、知己和贵人。这样你能从不同的视角获得更深刻的洞见，发现你忽视的东西。虽然有些决策需要当机立断，但最重大的决定需要你深思熟虑，向你尊重和信任的人征取意见与建议。



·　执行

现在到了坚定执行决策的时候了！一旦做了决定，就写下你的决策理由，包括理性论证和决策过程的关键要点。这些会成为你今后反省和学习的重要依据。然后说到做到，根据执行的结果和情况，调整决策方案，总结经验教训，以作将来之用。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如何在5种职场冲突中寻求平衡。虽然正确的决策过程并不一定能带来良性的结果，但可以提高成功的概率。如果你凭直觉就可以运用R.IS.E.平衡决策框架，那尽管用它就是。无论哪种框架，结构化的决策方法总是比凭着本能决策更有利于得到平衡的结果和事后验证。当你面临两难困境，甚至是挑战了道德观的职场冲突时，结构化的决策流程可以帮助你减少情绪的影响，为最终求得平衡提供初步的指导。不过，决策方法不应该被视作僵化的教条，而应该被视作一系列逻辑原则，它们可以帮你更好地思考如何将职场品质转化为行动。如果说企业家箴言和职场品质金字塔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职场品质，那么，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将分享一些故事、案例和R.I.S.E.方法的实际应用，更详尽地阐述实际行为中的职场品质，我们如何寻求平衡，让所有职场品质呈现于商业领域之中？

如果你经常为各种两难冲突感到困惑，那你很有必要知道我们发现的如下结论：好企业家通常能够调和大多数职场冲突。他们通过深入反省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很自然地找到平衡职场冲突的方式。本书提供的框架和你知道的其他框架都可以作为指导我们行为的原则，用于强化和放大我们与生俱来以及后天养成的价值观。除了遵行自己信奉的价值观以及运用一些常见的决策框架之外，好企业家还会在关键的决策时点向值得信任的同伴、顾问、导师寻求建议，R.I.S.E.方法也包含了这个步骤。向少数几个值得信赖的人寻求获得深刻的洞见远比泛泛征求众人的意见更为重要。下文中的人和事将告诉你，如何才能成功管理与职场品质相冲突的5种职场冲突，最终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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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实际行为的理想主义只是一个美梦。然而，如果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就像你卷起袖子，让现实世界为你折腰，那么理想主义就很令人振奋。理想主义非常真实，也非常强大。

——音乐家保罗·大卫·休森（Paul David Hewson）1

24岁那年，我第三次作为实习生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工作。论坛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山脚下举行，由于每年都能吸引众多重要人物参会，需要大量临时人员为贵宾和其他参会人员服务。我很幸运，会务组安排我作为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论坛的临时代表和贴身助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异常兴奋，因为我在哈佛读书时深入研究了新加坡的发展案例，我最重要的导师谢全仁也来自新加坡。我理解并尊重国家领导人的事业，因为我相信，即便他的某项政策极具争议，但其主观意图也是好的。在他的领导之下，新加坡成为亚洲经济强国。但那时，我并不太了解李光耀是如何平衡好理想与现实的。

李光耀参会三天，我为他提供全程服务，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并希望成为他的智囊。我知道我的职责是做一个基层服务人员，需要与他的助手联络与协调。我的工作方向很简单：让李光耀在参会期间一切顺利。

很多人将李光耀视作当代政治史上最伟大的公众领导人之一。他广受赞誉，因为他把新加坡这个城市型国家变为全球主要的航运港口和“亚洲四小龙”之一。我刚上岗，就收到李光耀助手的一个特殊请求，让我联络当地的电信服务机构，在两个独立的房间安装两部可以同时响铃的保密电话，其中一部要有来电提示功能。我强烈感受到李光耀非常重视细节。李光耀助手还提醒我，李光耀每天早上有游泳的习惯。此外，他还提到会给我一本关于李光耀出行偏好和礼仪礼节的小册子。

虽然前两年的夏天，我都在世界经济论坛实习，对于礼仪和日程的细节并不陌生，但李光耀对细节的关注程度还是让我感到惊讶。小册子里的信息包含了从他的专车到酒店大门的步数和距离、他喜欢的房间温度、他的饮食偏好、安全标准以及一系列成熟的应急预案。会议期间，我有机会陪同李光耀出行，并常常惊叹于他无穷的好奇心。他会问我，“托尼，你知道山顶上的这些木棍表示什么意思吗？它们与雪崩有关吗？”或者，“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车辆是如何安排的？每天要派出多少辆？”抑或是，“世界经济论坛有多少工作人员？”对于他问的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答案，虽然我想给人留下聪明和见多识广的印象，但我知道告诉他一个不正确的答案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李光耀是我认识的最懂得如何平衡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人。2015年，李光耀去世，很多讣告和悼词都将他形容为一个仁慈的终极独裁者，或者如英国《卫报》所说，一个“专制的实用主义者”。李光耀“专制”的表现之一是：他希望把新加坡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型国家，这个国家由精英治理，崇尚多元文化、多种族融合和经济独立。李光耀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施加了巨大的权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他常常指责和惩戒那些不遵守他的指导原则与违反新加坡法律的人。美国记者汤姆·普拉特（Tom Plate）写道：“虽然我们可能会质疑新加坡实现繁荣的方式，但新加坡取得的成就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批评相形见绌。”2

李光耀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带领新加坡人建立了一个低犯罪率、零失业率和高储蓄率的国家。事实上，如今的新加坡常常被视作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样本。李光耀认为，他有责任让每个公民融入这个国家，而不是让国家迁就每个公民。但他在处罚乱扔垃圾、鞭笞卖淫者和判处非法药品持有者死刑等问题上，受到了猛烈批评。不过，在本质上，这些政策体现了李光耀有高度自信和自我意识，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李光耀相信，社会应该尊重和维护个人权利，但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代价。李光耀曾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我仅与李光耀相处了短短三天，就发现从他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严格遵守每天锻炼的习惯，到他的团队完美无瑕地执行后勤保障方案，都体现了他的性情和实践哲学与他的价值观和理想密不可分。至今我们对于自己能有机会窥探这位既注重实用性又坚守价值观的领导人的生活，感到十分荣幸、受益良多。李光耀是一位真正的实用理想主义者。

在理想与实用之间寻求平衡

5种职场冲突的第1种冲突发生在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理想主义包括我们的价值观、道德和原则，也包括我们美好、远大和有抱负的梦想，我们希望自己在企业经营和人际关系中实现理想。然而，这种冲突会让我们的价值观面临挑战。此外，我们希望自己在感受、认知和行为上一致，但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却让这种愿望变得更难实现。我们都想成为好员工、好企业家，然而现实中的困难阻碍了我们实现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目标。

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会让人们在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基本价值观之间游移不定。大多数人都希望做到真实、同情和完满，但现实总是充满了“路障”和“减速带”。我们通常只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工作，同时还要实现自己的愿景，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就像一对冤家夫妻，每个人都想要争夺更多的注意力和权力，却很少给予对方关爱。

这种职场冲突经常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当我们试图实现企业愿景、做出重大聘用决定、仔细斟酌工作机会时，或者当我们觉得自己可能过于理想化时，我们就会感受到这种冲突。由于时间有限，我们经常需要在张力之间寻求平衡，比如，“我们知道理想的首席执行官人选应该符合哪些条件，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在与人力资源无关的决策方面，也会出现这种冲突。比如，在产品研发方面，我们可能知道理想的设计细节或用户体验是什么样子的，但时间或预算的约束使我们无法实现理想状态。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自问：寻求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平衡会在多大程度上牺牲我们的原则与价值观？

李光耀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可以互为补充，两者之间的冲突可以形成一种富有成效的张力。我们不要将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看成一对令人沮丧的矛盾，而应该意识到，健康的对立最终能够带来协调平衡、互利合作和共生共存。寻求均势和平衡完全不同于投降和妥协。尽管妥协和寻求平衡的最终结果也许是一样的，但含义是不同的：妥协暗含了痛苦和退让之意，而平衡则意味着实现了有效均衡。

我们能够以一种符合我们道德和理想的方式过好生活，并服务于他人。实用理想主义者既能意识到事物的内在冲突，也能在愿景和执行之间求得平衡。最终，他们能将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看作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实际上，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有益的张力。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潜在的合作伙伴。

哲学界有一则很有名的笑话：

哲学第一法则：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一个观点与其相反、地位却同等重要的对手。

哲学第二法则：他们的观点都是错的。

愿景和现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让硬币有价值，其两面都要用同样的材质。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从梦想或愿景开始的，所有企业最看重的始终是创造性的想法。然而，我们如何才能既管好、做好当前的工作，又能实现愿景、持续创新、推进新想法？实现愿景代表理想主义，而做好眼前工作则代表实用主义。这也许是企业在创建过程中常见的矛盾，特别是在创业的早期阶段。

那么，如何做到现实与愿景的最佳平衡呢？请回忆一下前文关于探戈的比喻。愿景必须先行，任何代表企业愿景的行动方案都应该体现出企业的价值观。热爱、愿景、灵魂、使命、价值观和理想主义，都始于梦想。无论你怎么命名这些非凡的东西，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很少有伟大的成就来自如下想法：“把我们的愿景设计得平庸一点儿，就像我们周围的平常之物。”人们总是先有理想和梦想，然后才会想方设法实现梦想。在我的上一本书中，我和合著者通过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我们发现，大约70%的成功企业，包括成功IPO或者营收规模较大的企业，最初是由热爱所驱动的，这种热爱包括了坚定的方向、愿景和价值观，却不包括正式的商业发展计划。

然而，如何看待那些由热爱驱动、最终却失败了的商业计划呢？其实，你不能过于极端，过于理想主义，以致曲高和寡。这时就需要平衡了。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曾经说过：“领导者带领人们去往他们想去的地方，而伟大的领导者带领人们去往他们不一定想去但理应去的地方。”3美国有色人种协会前主席本杰明·胡克斯的观点与卡特夫人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你认为你正在带领团队前进，却发现没人跟在你身后，那么你就只是在散步而已。”4

想想你生活中那些生命力旺盛的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敢于重新设想这个世界应该具有的模样。然后，他们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为成功创造最好的条件。他们拥有十足的耐心，让他人追随他们的目标和愿景。我们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回答超越商业范畴的问题：如果每个孩子都拥有相同的资源，获得相同的教育，我们是否就能逆转财富不平等加剧的现状？除了将犯人关在监牢里，还有没有其他改过自新的方式？企业和商学院如何才能对社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如何帮助人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那些能够激发我们、关爱我们、尊重我们的人，总是拥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坚定的信念。他们之所以能赢得我们的尊重，是因为他们总是设法帮助我们适应新的现实境况。

埃莉诺·罗斯福说：“未来属于那些相信梦想之美的人。”5这句话阐明了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共生关系，是我最喜欢的名言。这句话提醒我们，所有的愿景源自能够激发起你和他人采取行动的宏伟蓝图。如果我们想要实现伟大的成就，就应该树立更远大的目标。然而，如何才能激发我们心中的理想主义并找到自己的梦想呢？

价值观决定理想和使命

我们需要先树立一个宏大的愿景，然后再由使命感驱动我们前行。当然，知易行难。任何一家伟大企业的根基都在于创始人设想的公司愿景。你想要改变什么？你想要创造什么？你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的？你有了这样的愿景，还必须具有使命感，学会不断扪心自问为什么要实现你的愿景。

在澳洲土著文化中，年轻男孩需要在荒野待6个月，这是一件人生大事。这种做法被称为丛林流浪（walkabout）。男孩经历了丛林流浪之后，不仅能认识自我，还能学会尊重和感激他们的祖先。丛林流浪至今仍在澳洲内陆盛行，一方面可以让新生代的土著男孩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另一方面可以培养男孩的生存技能。

我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第一次听说丛林流浪。一位演讲嘉宾建议，我们可以通过内在的反省来找到自己的梦想。自省可以帮助企业家发现潜藏于心的愿景，他们的激情、能力、态度和机遇共同形成了使命和意义。好企业家也会踏上类似的旅程，去发现什么事情对他们更重要及其原因。他们不会在中途分心，也不会偏离方向。

2014年，尼克·克雷格（Nick Craig）和斯科特·斯努克（Scott Snook）在《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使命到影响”（From Purpose to Impact）。他们在文中设计了一系列问题，帮助读者发现隐藏在领导力背后的使命感。6你在生活和事业中的使命应该是一致的。你之所以有这种使命，是因为你具有你想成为的那类人的本质。克雷格和斯努克建议，如果你想发现自己的使命或内在动力，就需要探寻你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以揭示出统一的生活主线与主题。回顾你的人生经历，找到重大事件的连接点和反复出现的主题，因为这些真实反映了你的内在使命感。这难道不是夸夸其谈的成功学吗？克雷格和斯努克可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对于每个人而言，培养驱动领导力的使命感是一种重要而有意义的成长训练。

通过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你就可以确定你一生的核心优势、价值观是什么，以及你对什么充满热情，简而言之，就是能让你充满能量、给你带来快乐的事物。写下答案，你会产生更强烈、更清晰、更成熟的想法。

·　当你还是孩子时，在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或不应该喜欢什么或做什么之前，你最喜欢做什么事情？描述你体会到这种热爱时的感受。

·　你一生中遇到的两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　你现在最喜欢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能让你感到最开心？

我斗胆给这个清单再添加一个问题，作为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补充：你做哪件事情天生就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你的优势是什么？我在寻找好员工时，总是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然而，这似乎与我之前提到的观点相矛盾，之前我强调要更多地聚焦品格和价值观而非能力。当我们谈论自身优势时，难道不是更看重能力吗？但是，我们应该牢记，过硬的技能和天赋不是坏事，只是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会先想到特殊技能或专业能力，但我还是希望这个问题能激发我们进一步讨论自己想要持守的价值观。同时这种讨论还有助于我们发现潜在的好员工。

虽然这种反省也许只适合面临新事业或处于事业拐点的人，但我还是认为，内心的丛林流浪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我们应该经常这样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我们不断成长，我们的使命可以演变，我们能对我们的事业赋予更厚的深度、更多的细节和更大的意义。深刻的反省有助于理解我们如何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应对压力和冲突。比如，我的公司每年都要在其他地方举办年会，这是进行反省的最佳时机。在商业领域，我们容易专注于工作，却忘了花时间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省。我们也应当这样对待个人生活。如果我们只是活着，却忘了抽身观照我们想要追求的更大的使命，“成为最好的自己”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我们需要反躬自省，停下来沉思并扪心自问：“我想实现的使命是什么？”

无论你是采纳克雷格和斯努克的三个问题，还是采用我提出的问题，一旦开始反省，你就应该拟定你的使命，然后由你所信任的人来判断你的使命是否可行。再次强调，你的梦想必须要切合实际，不能好高骛远，同时你的使命不能像那些堆砌了商业术语的公司使命一样是陈词滥调的话。比较以下两个使命，你就能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差异：

·　持续做出表率，不断进步，同时指导他人成长，以便能在市场中引领创新，获取新的市场份额。

·　致力于帮助他人成长，消除混乱，创造辉煌。

毋庸置疑，多数人都会认为第二个使命用语更简洁、更有抱负。你的使命应该是一个充满能量的梦想，应该表达出真实而真诚的内心自我，同时还应该根植于实用的理想主义。

无论你是在初创企业工作还是在成熟期的企业工作，设定可行的价值观对于实现梦想而言都至关重要。再次强调，要避免使用大而无当的词语，要明白这些价值观之于你的企业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举一个我很喜欢的案例，有一家初创企业Jumpcut，主营在线教育，把视频课程做得跟电影一样好看。我听了他们的介绍之后，对这家公司的5个核心价值观印象深刻：7

·　帮助员工成长：帮助他人每天进步一点点。

·　迎难而上：要直面而不是逃避困难。

·　欢迎坏想法：你必须要学会披沙拣金。

·　成为“火枪手”：不要抱怨，只管解决问题。

·　把工作当成你的作品：把你的工作当作完成艺术品的过程，它应当精美到你愿意在上面刻下你的名字。

我喜欢这些体现真诚的价值观。我敢肯定如果我有机会与Jumpcut公司的创始人和员工交谈，他们一定懂得这些价值观的真正含义。Jumpcut公司用精准的语言描述价值观，美捷步公司也是这样做的，它强大的企业文化就是由价值观驱动的。我花了很多时间与美捷步员工谈论公司的价值观，所有人都提到了公司的第一核心价值观：“提供超出客户预期的服务。”WD-40公司也是如此，其第一条核心价值观是“做正确的事”。这些价值观既好记，又与公司客户和企业文化相关。不过，比好记更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得到了企业员工的践行和宣扬。

你要选出5～7条对你的组织而言比较重要的价值观。反思你最主要的使命，同时也要考虑到你过往的经历和人际关系。在过往的经历中，哪些人和事对你的生活和事业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这样可以帮助你确定恒久的价值观，作为自己不可妥协的信念。你和你的组织应该十分注重价值观，因为价值观是行为的指南。从根本上讲，价值观只有通过行动才能体现出来。当我们试图平衡冲突时，我们的日常习惯、共同经历和社会交往都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观。当我们处于犹疑或失衡的状态时，公司的价值观可以作为我们行为的过滤器和优先考量的因素。

正如你对领导力的定义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公司的价值观也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变得更加明确。不过，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应该保持稳定，以便能成为做出决策、塑造文化的有效的行动指南。企业家在推进愿景的过程中，常常面临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以及检视基本价值观的情况。与推进愿景或营造企业文化来支持愿景相比，公布愿景则要容易得多。拥有使命感的领导者在进行权衡的时候，既要将利润创造的正面影响最大化，又要将其对企业文化的负面影响最小化。这就需要领导者自省，并真正理解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的所有者为了给企业增加客观视角和新的竞争力，有时需要外聘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这位新领导者要既能拥抱企业的价值观，带领企业奔向愿景，又要知道如何做出必要的平衡，将企业带到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实用主义要与企业家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融合，即便这意味着企业家不得不放弃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哈佛商学院教授诺姆·瓦瑟曼（Noam Wasserman）曾经研究过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平衡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富人与国王”悖论。8瓦瑟曼研究了460家初创企业，他发现，如果持有股权的创始人持续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并控制了董事会，他们的个人财富只有那些不亲自担任首席执行官但仍控制董事会的创始人的一半。在这个悖论中，企业家从理智上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放弃职位和权力很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实用理想主义者会寻找平衡点。也许他会让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只当董事长，不再直接参与日常管理。也许他会分两步完成权力交接，先聘请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作为自己的助手，一段时间之后再让他接任首席执行官。

运用R.I.S.E.框架制订实践规划

在商业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基本价值观支撑了我们的梦想，是最重要的东西。为了实现长期的幸福和成功，我们需要聚焦于恒定不变的东西。正确的使命只有伴随着正确的价值观，才能让我们离梦想越来越近。

然而，所有的业务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战略与执行之间的冲突。首席执行官们最常见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该如何投入资源，帮助公司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同时又能解决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领导者既需要把企业持续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又要处理好每天的紧急事务，执行好企业的经营计划。

“托尼，我知道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品牌，尽快赋予品牌新的元素，我们也想这样做。可是，我们当前还有7家商场正在施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呢？”为了回答类似问题，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价值观，向我们信任的人寻求建议，并采用逻辑决策法。然而，难免有偏离企业价值观的时候。这时，领导者需要自省并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们真的尽到最大努力践行价值观了吗？我们是否给了自己充足的时间去实现愿景，同时又能坚守价值观？”

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并没有错，只要我们能意识到时间框架的存在。实现梦想的理想主义与实际操作的时间框架之间常常是错位的，因为人们不愿意耐心等待梦想开花结果，正如我们将在后文探讨的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冲突。虽然我们需要耗费比预想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大多数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实现。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除非企业家拥有梦想，相信自己可以打破传统做法，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进步。

现在让我们简要分析一下，实用理想主义者李光耀是如何运用R.I.S.E.框架来推进自己对新加坡的愿景和规划的。

识别：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赢得独立。如何治理这片方寸之地，成为李光耀面临的颇为棘手的问题。然而，李光耀十分清楚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入口，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天然良港，全球40%的海上贸易船只来往于此。9李光耀意识到，加大对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他为了增强新加坡的自然优势，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体。如今，新加坡已经成为海外移民的天堂，然而在当时，李光耀并不清楚该如何说服两百万新加坡人打开国门。李光耀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要吸引外国投资者；另一方面，又要赢得新加坡人的信任和忠诚。

理解：李光耀如何才能做到既为国家吸引海外资本和技术，又不失去本土新加坡人的支持呢？一方面，他必须推行开放和亲商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他必须处理好犯罪、腐败、贩毒、枪支、贫困等问题。李光耀的政策建立在一系列笃信不疑的价值观上，比如，崇尚竞争、精英治国和讲究礼仪等。10其中，最重要的价值观是尊重公民权利。李光耀尊崇儒家思想，其中有一条信念是，既要全力倡导和维护个人权利，又不能牺牲社会利益。

分享：李光耀打造了一个高效政府，能够快速执行有助于引进外商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政策。李光耀很有才干，但他仍会向他信任的智囊寻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有名的是荷兰经济学家阿尔伯特·温思敏博士。温思敏博士作为新加坡首席经济顾问，为新加坡服务了20多年，设计了诸多经济发展政策，帮助新加坡引进了大型跨国企业，比如壳牌公司。温思敏博士之所以愿意为新加坡服务，是因为除了想帮助新加坡发展之外，他还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温思敏博士每次被问及留下了什么遗迹时，他总是回答说：“我有很多满意之作，也许它们不像建筑物那样显眼，我不能指着它们说，‘那是我设计的’，但我确实知道，我造福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11

执行：李光耀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严惩犯罪行为。他退休时，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也几乎没有腐败现象。李光耀通过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为新加坡人打造了一张社会保障网。中央公积金制度既是一种政府养老计划又是一种组织形式，可以让新加坡公民树立家国意识。李光耀坚定相信，要想让新加坡成为发达经济体，家长式治理风格是必不可少的。历史似乎已经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从1976年到2014年，新加坡实现了惊人的经济飞跃，GDP年复合增长率高达6.81%。12

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实用理想主义者，我还有最后一个建议：你要善于合作。平衡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一种最直接的方法是，从周围找到与你互补的人。这就将R.I.S.E.中的“S”（分享），提升到了更高层次。你可以考虑采用类似李光耀咨询温思敏博士的做法，诚心聘请拥有不同能力的人才加入你的团队。我喜欢组建才能多样化的团队，但成员在品格和价值观方面应该具有共同之处，以确保团队达到高水准的绩效。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领导者和现代组织的管理者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通过打造多元而互补的团队，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能够实现很好的平衡。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在其《宿敌组成的团队》（Team of Rivals）一书中讲述了林肯的故事。毫无疑问，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在任期内，废除了奴隶制，结束了内战。这些成就与他在1861—1865年打造的多元化内阁团队密不可分。林肯在1860年当选总统之后，出人意料地任命萨蒙·蔡斯（Salmon Chase）、威廉·H.西沃德（William H. Seward）和爱德华·贝茨（Edward Bates）为内阁成员，而他们都曾是林肯在竞选总统时的政治对手。

我们在心怀理想时，就是在依靠我们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理想信念，即便我们因此被约束，感到痛苦。坚持实用主义的人寻求解决方案，并将行动放在第一位。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并非是不可兼容的竞争对手。相反，二者是良性张力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是商业社会和日常生活面临的现实境况。这种张力很容易被感知，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同时也能鞭策我们创造出更美好的事物。那些既能带头践行价值观又能耐心追求愿景的商业领导者，会得到人们更大的尊重和敬意。他们是教科书般的实用理想主义者，既是梦想家，又是实干家。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合作者，而非战场上的敌人。尽管两者之间的冲突会挑战基本的价值观，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将两者对立起来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在寻求平衡的过程中，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关系应该被视为一种良性的张力。

·　梦想和理想是方向，但实干才能创造新局面。不能完全抛开实用主义来看待理想主义。在商业社会，没有执行，宏大的愿景就无法实现。最优秀的领导者既能设定目标，又能实现梦想。

·　使命和愿景应该根植于一系列恒定可靠的价值观或真理，它们能指导我们解决冲突与困难。明确我们的价值观，并将之当成真理，可以帮助我们明辨哪些人愿意与我们共逐理想，哪些人会临阵逃脱。

·　从本质上讲，经营企业就好比在跳愿景与现实、战略与执行的双人舞。好企业家的必修课就是要努力成为一个实用理想主义者，能够理解和寻求张力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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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误将创业当作短跑或冲刺。我们希望得到好的结果，但又不愿意耐心等待。一旦事情进展不如预期，我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调整行动方案。人性的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商业目标、人际关系、饮食习惯，甚至全球问题和经济问题上。我们总是希望找到简单的解决方案。

我将在本章阐述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张力。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对短期思维的偏爱。为什么短期想法和行为令人如此着迷？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为公司和领导者设定了激进的目标。为了连续实现短期经营目标，很多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个季度都会面临巨大的考核压力。即便是非上市的私人企业，在创立后的几年内也面临快速提高销售额或重复购买率的压力，这使得企业更看重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尽管少有人承认这一点，但我认为商业社会更看重获取利润（value capture），而不是创造价值（value creation）。

所以，我为Cue Ball投资公司设计了长期而灵活的资本架构，以使公司能够主动追求长期利益。我们公司拥有稳定的组织架构和灵活的投资风格，没有固定的清算日期，因此，我们没有售卖资产和投资项目的人为压力。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将我们与绝大多数生命周期有限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私募股权基金区分开来，那些公司必须在8年或10年内清算或分配基金资产和收益。它们给某些公司投资，只是为了将其高价卖掉。相反，我们给某些公司投资，是为了帮助这些公司实现愿景，帮助其员工不断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意愿卖掉股权，不过通常持股很长时间才卖掉。我们从沃伦·巴菲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他的投资理念：“只买那些你愿意长期持有的公司，哪怕买完之后股市将关闭10年。”1我在Cue Ball投资公司的长期投资哲学非常简单：发现一家能够持续成长的极佳的公司非常不容易，因此，你应该坚定地长期持有它！尽管当前人们热衷于谈论“独角兽公司”和“十角兽公司”(19)及其估值，但我总是对寻找“海龟公司”更感兴趣，它们移动速度缓慢，但从容、长寿、端庄，让我们的海洋世界熠熠生辉了上千年。

从长远角度看问题面临着挑战：当今社会总是希望领导者推行短期策略，创造短期回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迫不及待地看到下一个季度的业绩，迫不及待地进入下一轮募资或让某个大项目落地，迫不及待地开始新的游戏和新的选举。我们面临的现实境况就是目光短浅，其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我在Cue Ball投资公司的合伙人马茨·莱德豪森曾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长期解决方案的世界，但我们总是被短期思维所包围。”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系统只有在长远的时间框架中运行，才有可能处理和解决全球最严重、最急迫的问题：不平等、医疗服务、气候变化以及很多其他问题。然而，当今世界并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一位政治家或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做了长远来看正确的事情，却没能为公众或股东提供满意的短期结果，可以想见他的后果如何。无论是政治家还是首席执行官，他们很少能够长期任职，还没有创造多少价值，就不得不担心将要参加新的选举或被替换掉。然而，他们面对的一些问题极为复杂，需要长期应对。因为长期思维越来越少见，所以，短期思维与长期思维之间如何权衡，成为当今领导者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还有一个关于短期偏好的例子。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2008年金融危机使我们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时间长河中，经济危机如电光石火般短暂。然而一旦发生，却能对我们的经济造成巨大的、甚至是永久的伤害。这两次危机是阿玛拉法则的绝佳例证。阿玛拉法则是指，人们倾向于高估短期效应，低估长期效应。2虽然斯坦福大学学者兼未来学家罗伊·阿玛拉（Roy Amara）指的是新技术的影响，但短期思维深深根植于人类的心理偏好，这种偏好在人们面对危险和不确定性时尤为明显。3比如，高估经济危机的短期负面影响会使我们疯狂逃离市场。实际上，具有长期眼光的人应该在这个时候加码他们的投资，因为投资标的突然间被严重低估了。显然，耐心是具有长期价值的。

李录是一位极受人们尊重的投资人，也是我的朋友。他曾经告诉我从理性的角度看，投资很简单，是我们把投资搞复杂了。他解释说，大多数人很难遵守最基本的投资原则：低买高卖。巴菲特是价值投资的拥趸，他把这个投资策略描述为：恐惧时买入，贪婪时卖出。但实际上，这一原则说来容易做来难。阿玛拉已经预料到，很多投资者的做法会完全相反，他们会采用旅鼠一样自我毁灭的策略，而不是依赖于常识、独立研究和长期思维。不过，仍有少数投资者会坚持长期原则，当然，他们的表现是最优秀的。

巴菲特一直青睐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这些企业基本面稳定，具有内在品质，现金流良好，护城河深厚。1999年，很多人开始批评巴菲特，说他的投资原则已经过时，他对新出现的投资机会麻木迟钝。在一个几乎所有事物都被互联网颠覆的商业世界，包括商业模式，巴菲特保守的投资策略哪里还有用武之地呢？1999年年末，《巴伦周刊》刊发了标题为“沃伦，你怎么了？”（What’s Wrong, Warren）的封面文章。4文章作者认为，巴菲特只是在走下坡路，但还没有被市场淘汰。然而，作者还是忍不住揶揄了这位“奥马哈的老先知”。作者写道：“老实说，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2000年即将年满70岁的巴菲特已经过于保守，甚至是过时。”这篇文章的网络读者甚至更为刻薄，他们评论说：“巴菲特旗下平庸的保险公司持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资产，包括糖果店、汉堡店、珠宝店、制鞋商和三流的综合性企业。”5

然而，巴菲特坚持自己的信念。他相信，无论商业模式是否由技术驱动，所有企业的价值最终都是由长期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良好的现金流决定的。1999年，几乎每天都有一家公司上市。那一年，巴菲特最大的并购案是收购了位于新英格兰的乔丹家具公司。6那一年，互联网经济达到了非理性的巅峰。超过12家互联网企业购买了“超级碗”(20)首位和末位广告。雅虎的市值达到了1 000亿美元，比伯克希尔·哈撒韦(21)全部资产组合的价值还高。

我的一位导师曾经告诉我，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真相。时间飞逝至2016年10月。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市值至少比雅虎多出3 000亿美元！谁能想到，15年之后，威瑞森公司竟开价50亿美元购买雅虎的核心资产？我们从中汲取的教训是，最优秀的投资者能够耐心等待开花结果，坚持自己的原则，拒绝在流行或趋势中摇摆不定。因为耐心，巴菲特成为投资界独一无二的标杆。

总之，巴菲特和他的伙伴查理·芒格都意识到，比起有效的长期投资策略，择时投资的短期回报更短暂、更随机。他们明白，企业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并能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巴菲特甚至在做自己的退休计划和留给妻子的信托计划时也采用了这种投资方法：他用90%的资金购买了低成本的类似万佳德公司（Vanguard）发行的标普500指数，剩下10%的资金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只要耐心持有足够长的时间，这笔资金就能自动为他的家庭创造财富。7这种方法相当简单有效：只需要投资优秀企业和优秀人才。

我们可以把员工视为长期投资。如果我们像看重能力一样看重职场品质，就能真正奖励那些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的员工。这种做法十分有效，因为我们不仅奖励了最受人尊重的员工，还奖励了创造最大价值的员工。巴菲特和芒格也很会识人。他们最成功的投资之一是投给了罗斯·布卢姆金（Rose Blumkin），她也被称为“B女士”。布卢姆金在1937年用500美元创建了内布拉斯加家具超市，并最终将其打造成了美国最大的家用家具超市。1998年，布卢姆金去世，享年104岁。她的信条是“低价、诚实、无欺”，由此她成为美国品格的标志性人物。巴菲特于1984年爽快地买下了这家超市的大部分股权，完全没有审计公司的账目或存货。8巴菲特作为这家超市的顾客，已经认识布卢姆金及其家人很多年。他只是相信她的为人，并对她经营了60多年的企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相信她的诚实、工作态度和处事智慧。9收购完成后，他评价说：“即便把她与顶级商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和《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相比，只要初始资源相同，她的表现也可以超越他们。”10今天，这家超市的市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11

追求职场品质和优秀人才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只有让价值观和使命保持一致，最终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寻求平衡

长路漫漫，

家门遥遥，

渐行渐远，

得过且过，

忱积跬步，

终汇大道，

殊途同归，

后事难言。

——英国作家J.R.R.托尔金12

我们还会在很多其他领域表现出短期偏好，比如，饮食、健康和康复。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喜欢吃快餐，吃过量的肉制品和加工过的垃圾食品，喝过多的高热量饮品，因为美国人总是希望在饮食问题上速战速决。美国的医药和医疗行业也没有表现得更好，总是持续不断地针对病人的症状开处方药和非处方药，而不是针对疾病产生的原因。美国的媒体和广告也总是在宣扬，如果人们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总有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让你们满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是全球实施整形手术最多的国家。由于不再培养职场品质和追求完满，这些短期偏好严重损害了美国人的长期利益。

职场品质不是手机应用软件或遥控器，可以随时打开和关掉。真实、同情和完满的价值观来自内心，践行这些价值观需要做到自我克制、持续努力以及坚信长期思维。当然，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难免遇到干扰和诱惑。应对冲突、分歧和逆境并不令人愉快，这也是很多人喜欢选择短期应急方案的原因。我们忘了美好的事物需要时间酝酿，才能逐渐成熟，而伟大的事物甚至需要更长时间。有多少值得追求的事物是立竿见影、手到擒来的呢？

诚然，经营企业有时需要迅速决策。但这些决策都是相对容易的决策。比如，如果我们发现市场上有一个产品空白点，那就分配资源迅速填补空白。如果一个员工明显不胜任工作，而且破坏了企业文化，那就马上辞掉他。我们甚至也可以快速敲定一些更重大的决策，比如，你决定并购一家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这家企业曾与你的一个竞争对手接洽，现在来找你的公司。

我们奢望每一个决策都像上述决策那样简单。然而，培养职场品质、树立使命、变革企业，都需要时间和耐心。直到很多年以后，当职场品质的长期价值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才能完全明白和理解职场品质的真正价值。我刚开始与迪克·哈林顿携手变革汤森集团时，根本不可能想到我们能给汤森集团带来如此大的变化，更不用说我们提议并购了路透集团。我记得当时哈林顿告诉我，因为参与我们项目的汤森员工数量有限，再加上改变企业文化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耐心、诚实，要理解那些在汤森集团工作了多年、与公司患难与共的员工。

追求职场品质没有捷径，就像专业技能不能速成一样。培养谦逊、自省和诚信的品格既非易事，也非朝夕之功。以品格和真实为基石的领导力，只有根植于更远大的使命、更深层次的行为，才能开花结果。短期偏好和长期价值之间的冲突最终事关我们如何看待基本的品格，比如，真实和完满。我们的价值观每天都会受到考验，但长期而言，只有我们行为的一致性才定义了我们的身份。虽然大多数人都想做正确的事，并愿意塑造自己的品格，但我们耐心不够，因为我们总是想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努力满足更多的欲望，获得更多的快乐。然而，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很难成功，不会带来很多人声称想要拥有的品格和持久的价值观。这种思维方式只会妨碍我们实现真正重要的、更远大的目标。

马文·明斯基是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教授，发明了“手提箱词汇”这个术语。他于2016年1月24日去世，从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明斯基解决了计算机科学中最复杂的一些问题，参与创建了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在他的追悼会上，一位发言者感叹道：“当今世界很少有人能主动应对全球最重要、最急迫、最棘手的问题，如今，人们最青睐‘快速失败’策略，加快迭代周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成功。”“快速失败”能让我们创造性地迭代新技术，但问题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代价有多大？我们是否因此回避了那些不能通过迭代法快速解决的复杂问题？那位发言者最后说道：“明斯基选择了人工智能及计算机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和最重大的机遇，他知道前进的方向，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坚韧而耐心地去慢慢解决这些问题。”

在急功近利和贪图享乐面前，我们常常倾向于牺牲职场品质和长期潜能。我们每次在做决策的时候，都应该总是先自问：我们是否倾向于追求数量和速度？我们是否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通过耐心才能实现的高质量？确切来讲，我们不应为了追求速度和享乐而失去方向，也不应当牺牲质量和长期利益。我们需要明白追求短期利益的后果：它可能让我们错失机遇，带来新的问题。我们应该把实现长远的宏伟目标当作优先事项。

真正伟大的企业都是那些能够持续成长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由使命驱动，专注于创造真正的长期价值，不在意市场或质疑者的看法。这并非巧合。很多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曾经告诉我，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司被私有化(22)，以摆脱每个季度都会面临的业绩考核压力。无论是在投资、学术、运动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从长计议意味着我们需要追求更高的品质和可持续的业绩表现。然而，这与好企业家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职场品质正是一种长期行为。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以及让自己成为好企业家，实现完满，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

创造巨大的变化和一流的业绩需要远大的图景、不懈的专注力和想要完成更大使命的不竭动力。这就要求我们严格自律，极具耐心。你必须接受你的辛勤工作和严格自律可能要在多年以后才能得到回报这个事实。相比获得长期可持续的表现和忠实于自己的使命，短期结果的重要性相对更小。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领导者，也适用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最有名、最有成就的一位传奇运动员。

自律，为了长远利益

2001年年末的一个星期天，美国橄榄球联盟举办了“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在纽约喷气机队与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之间进行。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两队之间的较量，还象征着社会生活回到了恐怖事件之前的正常状态。在这场比赛中，大联盟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登场了。

离第四节比赛结束还剩5分钟时，爱国者队四分卫德鲁·布莱索（Drew Bledsoe）被逼出了传球区，喷气机队的中后卫莫·刘易斯（Mo Lewis）将他撞出了界外，布莱索撞伤到了胸部，被迫离场。爱国者队的历史就此被改写。一个初出茅庐的23岁小伙子进入赛场，取代了布莱索担任球队的四分卫。他就是来自密歇根大学的汤姆·布雷迪（Tom Brady），一个第6轮才被选中的新秀。

如今，汤姆·布雷迪拿到了5个“超级碗”冠军，获得4次“超级碗”最有价值球员和2次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12次入选全明星阵容，已经成为全球最有成就的体育运动员之一。他的自信来源于他追求卓越的热情，这一点让他的其他竞争对手相形见绌。令布雷迪最自豪的是，在17个赛季中，他都保持了极高的竞技水准。布雷迪为了避免短期思维，着眼长远利益，多年来采用了各种可行的办法。他所有的训练计划都只为了达到一个目标：拿出持续的巅峰表现。为此，布雷迪不惜改变力量、热身和康复训练的传统做法。过去10年，布雷迪和他的健身教练亚历克斯·格雷罗（Alex Guerrero）采用了专业的营养和机能补充计划、认知练习法和其他防止身体出现伤病的事前预防法，完善了传统的力量和热身训练法。

自从开始采用他和格雷罗称为“TB12”的事前预防法，布雷迪的身体明显更健康了。这种方法是一种能够增强肌肉韧劲的体能训练法：一方面，采用更有强度、可自行操作的身体和肌肉训练法，比常规按摩和其他肌肉训练法更专业、强度更大；另一方面，合理安排饮食结构，大量补充水分和营养物。在自律方面，布雷迪成为教科书般的榜样人物，他的训练计划和饮食习惯像钟表一样机械、严格，比如：不喝含咖啡因的饮品；不吃白糖；不吃白面粉；大量食用当季的新鲜蔬菜，但不吃茄类蔬菜，如不能抑制炎症的番茄；吃健康的坚果；大量喝水，喝水，喝水。但是，这些纪律只是他良好日常习惯的副产品，不是对他的管教和约束，而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从价值角度而言，究竟什么是职场品质。实际上，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哲学观和方法论都是相似的。只要我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行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TB12”法听起来很普通：保持肌肉松弛，有韧劲；合理饮食，补充水分。但这个方法需要训练者极其专注、自律，还要有长远的眼光。近20年来，布雷迪在美国橄榄球联盟比赛中拿出了持续高水准的表现。我最近就事前预防法与布雷迪进行了交流，他表示，采用特殊训练法十多年之后，自律的真正好处才完全体现出来。他解释说：“我传球的感觉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在职业生涯早期，我曾经认为伤病是竞技运动的一部分，但我采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方法之后，现在的传球水准比以前更高了。”13

持续处于巅峰的信念激励着布雷迪，他想将之与人们分享。我之所以了解布雷迪的事迹，不仅是因为我一直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粉丝，还是TB12机构的董事会成员。TB12机构是由布雷迪创立的，用事前预防法帮助运动员尽可能维持巅峰状态。

布雷迪对长期高水准竞技表现的不懈追求，建立在其坚定的个人使命和愿景的基础之上。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布雷迪发现，很多运动员非常不喜欢将赛后修复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在布雷迪看来，这无异于认为，运动员的受伤率是固定不变的，永远得不到改善。如果没有一种更好的方法，优秀运动员就会逐渐陷入“比赛—养伤—比赛”的恶性循环。每年有将近200万高中运动员受伤，而只有大约50万运动员会寻求医生帮助。14大学运动员同样容易受伤，有7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带伤上阵。布雷迪说：“如今的运动员训练体系是很短视的，其目的是尽快让运动员重返赛场，但这让运动员更容易受伤。实际上，完全不必如此。”

布雷迪说：“我在18岁时，不敢想象自己能站在赛场上长达20多年。成功的职业生涯既给我带来了财富，又让我能有机会扮演另一个角色。我不仅是美国橄榄球联盟的一名运动员，还是新训练法的推广者。这种方法延长了我的职业生涯，让我保持了高水准。”和巴菲特的案例一样，布雷迪创造长期价值的理念并不难理解，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才能发现那些能够长期做到严格自律的人。

让人生和事业自然成熟

培养职场品质、树立使命是一项长期工程，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很容易理解和掌握巴菲特与布雷迪所践行的理念，却很难落到实处。完善自我和帮助他人培养职场品质都需要持之以恒，才能带来长期收益。我很喜欢的一位企业家拉吉夫·库马尔（Rajiv Kumar）就做到了这一点，他是健身趣公司（ShapeUp）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维珍脉动公司的现任董事长。

2005年，库马尔入读布朗大学医学院。因为很多病人没有条件做到合理饮食和科学锻炼，所以无法保持健康，他和同学布拉德·温伯格（Brad Weinberg）为此感到非常沮丧和苦恼。库马尔和温伯格认为，人们需要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以改变不利于健康的行为。于是，他们创建了一个在线健康平台“健身趣”，鼓励人们一起健身。早期临床研究显示，参与人在使用该平台12周后，平均减掉了约3千克体重。一起健身确实有效！库马尔和温伯格很快意识到，企业也急需更好的身心健康方案。在此之前，他们还运营着一个企业健康平台，帮助企业员工在工作时保持健康。他们的核心想法是，要想让员工保持健康，最好让他们在健身方面彼此监督和负责。

2010年，Cue Ball投资公司有幸成为健身趣公司第一轮融资的领投方。随着健身趣公司不断成长，获得越来越多的新客户，我们作为董事会成员不得不讨论一个新遇到的问题：各种类型的客户都想获得健身趣的解决方案，但哪些客户才是健身趣公司最核心、最应该专注的目标客户？中小型企业的需求很旺盛，健身趣公司获取更小的客户更快、更容易，也会实现更快的短期成长。但《财富》500强公司的需求也在增长，属于不同的客户群。我们不得不选择，是专注更小的客户，还是服务更大的客户。最终，我们选择了聚焦大客户。然而，我们仍然面临如何成功转型的问题，同时还要处理好与现有客户的关系。我们如何才能同时做好当前的工作与未来的工作？

库马尔采用的方法启发我想出了本书第二部分开头介绍的R.I.S.E.框架。库马尔是我共事过的最有自我反省意识的创业者，因此，他首先意识（R.）到了面临的问题：如何制订合理的方案和策略，全力服务大客户，同时又要忠实小客户，为后者谋利，因为是它们成就了公司的今天。库马尔在做出决定之前，花了很多时间来理解（I.）各种视角、方法、策略和洞见。他还花大量时间与客户当面交流，以审视自己的想法。库马尔在获得这些信息之后，与董事会分享（S.）了他的看法。然后，大家一起花大量时间探讨不同举措的利弊。库马尔吸收信息，并用公司的价值观和他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筛选这些信息，然后提出具体举措，争取我们的支持。接下来，库马尔将凭着坚定的信念，群策群力，确保计划得到执行（E.）。他向团队解释聚焦大客户的原因，并激励他们服务好大客户。在此期间，他还会见了每一个重要客户和合作伙伴。

最终，在大客户上投入更多资源的举措获得了回报：健康趣公司拿下众多大型企业客户，令行业内其他早期初创公司羡慕不已。2016年2月，我们决定并购维珍脉动公司，打造全球最大的在线健康平台。在此期间，库马尔的自律和态度一如既往。首先，他会考虑这么做是否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一旦做出决定，他会坚定执行交易，同时还会悉心考虑员工的利益。对库马尔和他的团队以及Cue Ball投资公司来说，这笔并购交易堪称完美。我们决定继续持有在新维珍脉动公司中的股份，继续推进社会健康事业，为企业员工谋取更大的利益。

至此，我相信你已经明白，实现梦想、满足欲望、达成愿景需要假以时日，有时甚至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但只要你采取行动，你就能在整个旅程中获得丰厚的奖赏。为了做到眼光长远，我们需要日复一日地忠于和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与原则。经典的商业训练告诉我们，评估业绩表现是必要的，但评估的时间周期常常被设置得过短。每个父母都会时不时怀疑，自己的孩子是否会长大或长高。毕竟，在我们眼里，孩子的样子每一天都是差不多的。如果你每天或每周给孩子拍照，你不会发现他们有多大的变化。但如果你以1年、5年或10年为周期，变化就很明显了。养育子女是一项长期工程，培养职场品质同样如此。

我们应该做到眼光长远，还有最后一个原因：愿意在漫漫长路上坚持的人，留下的遗憾会更少。你不可能让时光倒流。我们的行为和决定既对当前也对未来产生影响。这让我再次想起阿玛拉法则：我们倾向于高估短期影响，低估长期影响。但人生最根本的价值观是无法买到或很快获得的。

约翰·梅达是艺术家、设计师，也是一位企业家。他曾经提到他的导师讲述的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能活100岁，也就是说有4个25年。再假设很多人最后25年处于病弱状态，我们就只有3个25年，总计75年，去实现我们想要达成的人生目标。你现在处于第几个25年？多伦多北约克郊区的那位退休老妇人开启了我一生对职场品质和成为好企业家的追求，她曾经问我：你真的热爱你的事业吗？你追求职场品质越早，因努力收获的成果就越多，你的人生遗憾也会越少。所以，现在开始追求职场品质吧，就从今天开始。

21世纪的年轻人正在引领一项运动，试图将企业从以利润为导向变为以使命为导向。我不是指社会事业机构，而是指商业企业。商业企业一般认为通过践行价值观和追求更高的使命，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更多的利润。2001年，我作为嘉宾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主题论坛，观众问我们：“年轻人是否真的在虚度光阴？”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闪烁其词。今天，我确信急功近利导致很多年轻人错失了培养职场品质的重要机会。人们很难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即便是处于人生和事业的后期。我与很多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交流过，我发现其中大多数人都很后悔，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努力实现梦想。

让·皮亚杰（Jean Piaget）出生于瑞士，是20世纪最有名的心理学家之一，深入研究了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很多重大问题。皮亚杰在美国作过关于儿童积极教育问题的巡回演讲，他已经习惯了等待听众向他提出“美国问题”。皮亚杰半开玩笑地说“美国问题”总是与“父母可以加快孩子的自然成长进程吗”这个问题差不多。父母们经常问这个问题，皮亚杰对此感到诧异，因为他想不出为什么要加快孩子的自然成长进程。

如果我们愿意耐心等待人生和事业自然成熟，那么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所需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更长。美好的事物需要时间来酝酿，就像我们看待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需要拥有耐心，顺其自然。前文提到，这个道理适用于很多领域。我从翻修自家房子的经历中，学到了一条通用的经验法则：我们应该把期望设置为原计划的预算金额和完工周期的两倍。对于生活中更大的目标，比如，改变事业方向或深化人际关系，正确的经验法则也许是以十年或更长时间为周期。

的确，有些目标可能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才能实现。尤其是宏观层面的政治、环境或文化变革，其时间跨度可能会超越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沮丧，而是要意识到，我们的事业非常重要，能够在我们身后持续产生影响。伊娃·杜瓦尔特·德·贝隆（Eva Duarte de Perón）是1946—1952年的阿根廷第一夫人。癌症夺去了她短暂的生命，但她为工人和妇女争取权益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仅被阿根廷人也被全球各地的人所铭记。经久不衰的音乐剧《艾薇塔》(23)就是绝佳证明。还有安妮·弗兰克(24)，她也许是普通人最好的榜样，因为她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弗兰克的日记在她去世后出版。她在日记中采用第一人称，以动人的笔触讲述了纳粹占领下的生活。弗兰克的日记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档案之一和重要的历史教育素材，全球每年有数百万计的学生会阅读她的日记。

毫无疑问，我最敬佩的人是那些留下了宝贵遗产的普通人，因为他们的长远眼光战胜了他们的短期偏好。我们必须在长期与短期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就像处理其他冲突一样。我从指导了我多年的优秀领导者身上学到了不少经验教训。我请教他们谁是他们尊重和效仿的榜样，他们常常提到那些拥有愿景和价值观并愿意耐心去实现的领导者。慢即是快。在现代社会，最终的赢家仍是乌龟，而不是兔子。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我们偏好短期利益。我们必须了解和反省自身的这种偏好。不是所有快速制胜的做法都是错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短期偏好是以牺牲长期目标和机会为代价的。

·　我们需要更现实地设置实现愿景所需的时间。实现有价值的目标需要时间。我们应该给自己的愿景以充分的时间，让它生根、发芽和开花。

·　追求职场品质和成为好企业家需要时间。无论是主动培养职场品质，还是让自己和他人成为好企业家，我们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项长期工程。通过投资于那些耐心执着地遵守自己价值观的人，你就能获得显著的优势。

·　长期利益几乎总是比短期利益更重要。有些工作需要快速迭代和快速制胜，但通常从长计议更重要。利用合适的时间和资源做事，很少会让你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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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女明星、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御用女演员蒂比·海德莉（Tippi Hedren）访问了东南亚，并与一家机构合作，帮助难民。返回美国后，她带上了自己的私人美甲师杜史迪·库茨·布特拉（Dusty Coots Butera），访问了位于萨克拉门托市的希望镇（Hope Village）难民营。她让布特拉向20个妇女传授美甲手艺，这些妇女都曾是高级军官的妻子（见图8-1）。之后，海德莉资助更多的女难民来到美国，向布特拉学习美甲技术，并在一所地方美容学院念书。她们学成之后，海德莉又帮助她们在南加州找工作。1外来移民逐渐成为美国美甲行业的主力从业人员，以前只属于精英阶层的美甲服务，从此开始普及。如今，美国约有6万家美甲机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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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蒂比·海德莉海报

资料来源：妮可·本季维诺（Nicole Bengiveno）拍摄／《纽约时报》。



然而，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快速成长的美甲行业既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一面，甚至是丑陋之处。从好的方面来讲，数以万计的移民能够获得可靠的收入，养家糊口，同时又能以合理的价格让更多人享受小小的奢侈服务。从坏的方面来讲，尽管有些独立的美甲店行为端正，服务良好，但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直言不讳地说就是大多数店面没能达到合格的职业健康标准。绝大部分美甲店的技师都戴着面具，说明健康卫生有问题，他们普遍使用挥发毒气的产品。此外，美甲行业还有更丑陋的一面：剥削劳力、克扣工资、贩卖人口、伤口感染。不正确地清洗美甲用具，或者采用错误的工艺流程，都会造成伤口感染。这些现象不禁让中立的关注者惊呼，为什么今天的文明社会还存在如此丑陋的现象。

2006年秋天，我和我的合伙人思考我们新成立的Cue Ball投资公司应该进入哪些新行业，我们会选择什么项目作为第一个投资项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发展历史会与蒂比·海德莉的开创性工作联系起来。我们早已明确Cue Ball投资公司致力于投资成长性行业中的公司，但那时只取好了公司的名称，事实上连基金的架构都还没搭好。如今，我们已经是一家投资公司，但起初我们只是一家美甲店，现在改名为MiniLuxe。你可能不明就里，我得多费点笔墨讲讲相关的背景。

那时，我们只明确了想做的事：扶持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企业，积极推动企业成长，并确保企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奉行利益相关人优先的经营哲学。这些想法并不是很具体，所以，我们在成立初期考察了很多项目，包括全新的定价搜索引擎（很遗憾，不是全球最大的在线旅游服务平台之一普旅线）、在线图片社交媒体（很遗憾，不是品趣志或照片墙）、人力资源数据库（很遗憾，不是领英）、地产中介（很遗憾，不是Zillow）、亚洲式火锅连锁店。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几乎所有项目都尝试了。我和合伙人约翰·哈梅尔非常肯定，基于日式涮锅的亚洲火锅项目会是最后的胜出者。我们飞到亚洲，待了十几天，遍尝众多火锅店。在大快朵颐之后，我们回到美国。很遗憾的是，火锅项目最后并没有胜出。

我和合伙人都知道，肯定还有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好项目。查理·芒格有一句投资箴言：“反过来，总是反过来想。”我也用同样的方式让同事不要只在互联网领域寻找投资灵感，而要把眼光放在与日常消费有关的领域。在新的吸引人的商业模式之外，有没有创业者或投资者忽略的领域？我们是否可以把“无聊”作为寻找项目的标准，在传统行业中找到可以长期持有的公司？我们认为，从明显不太吸引人的行业开始投资，可以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新的经验，改变人们的生活，创造真正的价值。因此，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了忠于我们的价值观和原则，为了给员工和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空间，同时也为了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收获额外的喜悦，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和潜在的运营合伙人坚信，火锅行业已经没有多大的创新空间了。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哪些消费领域可以成为下一个星巴克？带着这个问题，哈梅尔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在家乡北岸（North Shore）的街上闲逛。突然，他想到一个好点子。他注意到，在每个街角都新开了一间独立的美甲店。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开始深入研究美甲行业。这是一个规模达80亿～100亿美元的市场，由于现金收支在这个行业很常见，因此很难获取准确的数据，估计这个行业还有40万名技师。而关于这个行业的其他信息则相对不那么容易获取。要想真正了解这个行业，必须深入店内体验；与美甲店的老板和技师交流；造访美国各式各样的美甲店，看看它们有哪些共同点，各自有哪些特色；同时，既要参观街头小店，也要参观旗舰店，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此，我前往佛罗里达、迈阿密、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体验不同的美甲店。我可能创下了一个中年商人在一个月内做美甲和美趾次数的最高纪录。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既让人沮丧，又令人兴奋。一方面，我们发现美甲行业有很多缺陷和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信心和决心改变这个行业。我们很快就发现，美甲行业的健康和卫生标准非常粗放混乱，简直可以说是令人愤慨。美甲行业既是最常见的消费行业，又是监管最少的行业。哈梅尔有着丰富的地产从业经验，他担心业主不会允许我们在楼宇里开新的美甲店。我问为什么不允许，他说因为很多业主对美甲行业抱有负面看法，因为他们厌恶美甲服务和产品所带来的烟雾毒气。

如果我们想要创建美甲公司，那么在我们提供服务和产品之前，首先要处理好健康和卫生问题。我们还需要维护劳工权益，为从业人员提供成长机会。我们确立了企业的使命：打造一家利益相关人优先、顺带创造美丽的企业；而不是打造一家创造美丽优先、顺带顾及员工利益的企业。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在分析这个行业的现状时就已经打退堂鼓了。

我们之所以有些犹豫，是因为我们对美甲行业的客户群和运营还缺乏了解。尽管我和哈梅尔先前考察了众多美甲店，但这还不够，因为我们显然还不了解美甲技师这一群体。我们之所以有些犹豫，还因为我们想坚守底线，不想提供不顾及健康的传统美甲服务，比如，使用含丙烯酸的产品。此外，我们还考虑到人力成本。有些技师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艰辛，比如，入不敷出、小费太少、超时工作。一方面，我们同情他们的遭遇；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创办一家赚钱的企业。作为门外汉，我们绝对有必要与技师们建立信任关系。除了人力成本方面的挑战，技师们还告诉我们赚钱有多难，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而且他们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很低。这些因素都让我们担心，这门生意是否能赚钱。

然而，大量的调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当时还没有人大笔投资这个领域，因为人们无法想象真正的美甲体验应该是什么样子，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如果我们能改变美甲行业的每一个环节，比如，从色彩的选择到清洁室，再到消毒工具，消费者会怎么看？如果我们把技师看成企业的人才，为他们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结果会如何？如果我们运用技术和数据分析手段更好地匹配需求与服务，又会如何？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消费者能感受到品牌背后的使命，他们就愿意为更优质的服务和体验买单。我们理性分析了每一个环节，相信在街头夫妻店与豪华奢侈店之间，轻奢店尚存一席之地。简而言之，我们非常确信，我们找到了“下一个星巴克”。最重要的是，我们很想抓住这个机会，创造显著变化，影响从员工到客户的整个行业。因此，尽管我们在犹豫和信心之间来回摇摆，但更强烈的使命感点燃了我们对创建轻奢美甲店的激情和信念。最终，我们站在了信心这一边。

因此，我们决定，Cue Ball投资公司的第一个投资项目就是打造一个美甲品牌。取名MiniLuxe，意思是给自己一点“自我时间”，让自己享有片刻的放松。我们将自我关怀作为核心使命：除非你先照顾好自己，否则你不可能照顾好别人。2007年，我们在马萨诸塞州的牛顿中心开了第一家美甲店。我们最先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采用了手术级的高压蒸汽灭菌系统，并将它放在清洁室里公开展示。我们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采用弹性工作制，为员工缴纳医保，允许他们带薪休假。我们还花了大量时间设计和装修店面，其漂亮程度完全可以拿到建筑装修界的大奖。我们一心想把第一家店做好，保证其健康发展，并奉行如下原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适当扩大规模。这也是我们的合伙人马茨·莱德豪森在其职业生涯中一直践行的原则。

每一天，MiniLuxe公司都提醒着我，我们公司的经营动力很简单：确保员工利益，是我们所有行为的指导原则。在我所有支持过或参与过的项目中，MiniLuxe公司是我在犹豫与信心之间摇摆得最剧烈的项目。我不熟悉美甲行业，但我看到了这个行业亟须变革。也许是美甲行业的文化因素影响了我，因为我是移民的后代，我的一些亲人也从事零售服务业。这个项目还符合我和合伙人所奉行的原则：依靠好员工创造显著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MiniLuxe激发Cue Ball投资公司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经营哲学，它也是本书关于职场品质的灵感来源。

目前，MiniLuxe已有10年历史，在美国4个州有分店，但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看到自己的努力正在开花结果，十分欣慰，虽然离真正的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当我和合伙人完成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比如开了一家新店、提升了员工或客户的满意度、在一个新的州开第一家店，我们都会庆贺我们实现自我关怀的核心使命又有了新的进展，我也不禁会为此万分激动。

在犹豫和信心之间寻求平衡

我们如何在犹豫与信心之间做出抉择，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有关。对于创业者来说，既要在脆弱的钢丝绳上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又要找到勇气、信心和直觉，以追求别样的可能性，这难道不是一种矛盾吗？事实上，任何创业者无论是开启新的事业，还是面临重大决策，都会有犹豫不决的时候。

以MiniLuxe为例。我们团队拥有多年骄人的投资业绩，而美甲店完全不同于之前的项目，如果这次我们失败了，岂不丢人？然而，我的伙伴们并没有这种想法，真令我欣慰。这倒不是说我们没有意识到风险，而是努力去克服弱点，降低风险，并提醒自己，我们的使命如此远大，我们的信心如此坚定，没有理由不去尝试。

我们群策群力，只关注自己能够积极改变的事物，因此能更正确地应对弱点。现在，让我们用R.I.S.E.框架简要回顾MiniLuxe的发展历程：

·　意识：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践行企业家箴言的长期投资机会，最终发现了美甲店项目。尽管我们当时尚未建立R.I.S.E.框架，提出企业家箴言，却在无意中遵循了这些原则。我们很清楚，我们希望让利益相关人优先，并想要找到能够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的项目。我们很明确，我们的优势是体验式设计、数据分析和技术，而劣势在于不熟悉美甲服务行业。我们需要不断反省和总结，找出经营好这个行业的关键要素，发现可能阻碍我们前进和成功的障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从犹豫不决变为充满信心？

·　理解：即便我们知道MiniLuxe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商业模式也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来酝酿、迭代和细化这个项目。就像演员通过体验生活来提高演技，我们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美甲、美趾和打蜡技术，直到完全掌握相关专业技能，我们才有了继续前行的信心。

·　分享：我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刚有了投资美甲项目的想法，就与马茨·莱德豪森进行了分享。现在，他已经是我的合伙人，但那时，他还是麦当劳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和希波公司的首席董事。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投资项目，开火锅店，或者美甲店。他和其他人帮助我们完善了与美甲项目有关的构想，后来他们都加入了我们的创始团队。为了解行业，我们做了大量市场调研，并与专家多次讨论调研结果。我们请教医生，在医院学习如何建立清洁室，如何做好用具的消毒工作。

·　执行：一旦实现了通往信心的飞跃性一跳，我们就开始全力以赴。我们废寝忘食地工作，连在圣诞节那一周都忙着装修第一家店。我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思考如何重新设计美趾区和吧台区。我们为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体现出我们在卫生标准上的差异，为技师建立起更有成就感的职业发展路径，我们寻求与各方建立良好关系，包括业主和员工，甚至有些美甲店老板也成了我们的顾问。我们在打造和经营第一家店期间，投入了大量金钱、时间和心血。我们沉浸于工作之中，深知零售就是细节，执行才能出效果。

拥抱不确定性的力量

接纳我们的脆弱是很危险的，但不如放弃爱、归属感和快乐这些让我们最脆弱的经历危险。

——畅销书作家布琳·布朗（Brené Brown）3

与“信心”和“坚定”具有的正面含义相反，“不确定性”（vulnerability）(25)的意思似乎包含有些不堪或软弱。但此处所说的不确定性是指一种主动的选择，愿意为了更好的想法而接受新事物和采用新方法。不确定性是一种愿意为更大的使命承担风险的自觉意识，意味着我们开放地对待自己的想法并保持反思，同时坚信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你不可能不冒风险就能实现更大的目标。在使用商业术语时，我们通常用“承担风险”一词来替代“不确定性”这个词，但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一种自觉承担风险、主动而不是被动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如果你为了潜在的奖励而主动选择不确定性和冒险，就能找到管理好潜在风险的办法。卓越的领导者和企业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仅接受风险，还能管理好风险。因此，不确定性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拥有不确定性这种品格的人愿意主动尝试新事物。

如果我们认为冒险者是勇敢的、有动力的、有说服力的和外向的人，就可能会把犹豫的人看成软弱的、无助的、内向的和易受伤害的人。然而，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相互交织的。如果你不主动冒险，就几乎不可能获得回报或发生改变。我最敬佩的一些人都主动拥抱不确定性，并能管理好不确定性。他们能够恰当处理自身犹豫不决的弱点，并知道真实面对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性。正如我们可以主动追求职场品质，我们也可以主动拥抱不确定性，或者也可以主动追求确定性，但是要知道哪些是我们能掌控的事物，而哪些是我们不能掌控的风险。

2009年，我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关于不确定性的文章。之后，布琳·布朗的TED演讲以及她的《活出感性》（Daring Greatly）一书在这个问题上启发了我。萨拉·刘易斯（Sarah Lewis）在他于2014年出版的《升起》（The Rise）一书中探讨了那些伟大艺术家所经历的失败。两位作者都阐明了，为什么想要实现伟大的使命和受人尊敬的成功，需要拥抱不确定性和失败。刘易斯在书中写道：“站在某个高点，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我们最欣赏的事物实际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不断改进和修正的结果。比如，从最近诺贝尔奖得主的发明到企业产品创新、经典文学作品、舞蹈和视觉艺术。”4

如果不能接纳不确定性、失败或无法预计的困难，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平淡、更空洞、更乏味。我们需要明白，有两种不确定性：一种是被动的、消极的，因而不太可能创造出美好的事物；另一种是主动地、积极地承担风险，因而能产生新的思考和事物。实际上，我所谓的消极、不确定性和积极、不确定性有着本质区别。消极和不确定性指非选择性的犹豫，而积极和不确定性则源自对风险的考量，这种风险有可能带来自我实现等内在奖励和物质回报等外在奖励。5积极和不确定性还会考量对风险的管理方式。而消极和不确定性的行为是一种响应式的、顺从的行为，因此，如果它造成了失败，我们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尽管积极、不确定性最终也可能会造成失败，但它是一种体现出我们可贵人性的品格，无论是在艺术、科学还是商业领域，我们都可能面临这种不确定性。

关于积极和不确定性，有一个例子。企业家和发明家詹姆斯·戴森在15年里做了5 127个样品，有5 126个样品以失败告终，但他最终成功发明了真空吸尘器。因此，他成为传奇企业家。戴森常说，发明家和企业家的生活离不开失败。

我总是认为，应该用学生的失败次数来给他们打分。那些敢于尝试新事物和经历了多次失败但最终取得成功的孩子更富有创造力……我们总是被告知要以正确的方式做事，但如果你想发明其他人还没有发明的东西，你就要用错误的方式去做。6

失败和不确定性是重要的精神资源，是内在的动力，是神秘的力量，能够引导我们走上我们从未想象过的创新之路。我们在才能和品格方面都有弱点，领导者接受这一点，就能有勇气分享和面对他们的弱点，从中找到力量。这就是信任和真实的基础。

我们有时能通过失败建立内在的信心。WD-40公司的前39次实验都失败了，公司首席执行官加里·里奇牢牢记住了这段经历。他总是强调，只要员工能从失败中学习，并有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行，WD-40公司就没有真正的失败。此外，虽然戴森有5 126个失败的样品，但他从每一个样品上学到了新知识。因此，他获得了更大的信心，相信最终能发明出成功的样品。

实现从信心到信念的飞跃

信心和信念非常相似，但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不同之处。比如，在佛教中，信心和信念就有显著区别。前者与自我帮助、自我鼓励有关，因此，是内在的状态。而后者是比信心更大的范畴，可能是一个原则、一组价值观，甚至可能是更大的权力。信心通常会产生信念，但也会产生危险，比如伊卡洛斯的例子(26)，尤其是在自己骄傲或自以为是的时候。这是一种怎样的危险呢？当一个人骄傲，不再自我反省，也失去同情心的时候，他将变得自私。在信心与信念之间有一条鸿沟，我们要么选择退缩，要么实现飞跃性的一跳，让自己具备真正的信念。

信心与信念还有一个区别：如果你有信心，你会促成某件事；而如果你有某种信念，你就会承担起信念所传递的责任。因此，尽管不确定性和信念是彼此矛盾的，但你最终需要足够的信念来为你的行为承担起全部的责任。领导者和决策者必须意识到，他们是对决策后果负有直接责任的人。他们还需要意识到，他们要对所在组织的所有部门负责。领导者还需要知道，何时审慎、何时充分地运用信念。每一个领导者都明白，有时候，他需要告诉团队成员如何行动，并为行动设计路线图。这时，信心和信念就在共同发挥作用了：鼓舞团队，并让团队更专注、更团结、更强大。关键在于搞清楚什么时候需要信念，以及如何让自己在不同信念之间保持一致。而这又把我们带回了对不确定性的探讨。

勇于做出困难的决策

我觉得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最有趣的是我有机会与很多领导者对话，包括企业家、艺术家、《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军队将领。听他们讲述他们如何激励团队以及团队如何激励他们的故事，尤其在面临困难决策的时候，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既要努力管理和克制内心的挣扎，又要选择在正确的时间用信心和信念做好工作，因为领导者需要慎思笃行。笃行并不意味着领导者的内心没有挣扎，而是意味着，他们设法让团队找到平衡点，他们的性情和方法对自己及团队有帮助。

即便是最优秀、最自信、最有经验和最有口才的领导者也明白，他们不可能做到每时每刻都正确。通常，伟大的决策和结果都要面对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这句名言涉及信念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平衡。领导者做出决定后就不应该担心不确定性，而是应该敢于直面风险，并努力降低风险。领导者既应该让员工有机会应对和战胜挑战，又要时刻提醒他们保持信心与信念，以实现团队最初设定的目标。这就是领导者激励团队行动的方式。

在践行信念方面，你既需要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又需要张弛有度。换句话说，“当你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坚持就能造就成功；当你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坚持就能带来灾难。”7最优秀的领导者能够展现出强烈的信念，相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有时这会被误解为一种傲慢。有些领导者很擅长调和这种冲突，只有少数领导者能保持足够的自省和谦卑，根据不同情况改变自己的决定。

在追求职场品质及其三种基本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犹豫和信念之间的冲突。我们的品格和价值观要求我们既拥抱不确定性，同时又不削弱我们的信念。正确地识别和理解一个特定的问题，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多种选择之间总是存在冲突，就能做出更好的选择。因此，直面不确定性，并将它作为力量的来源，我们就能增强信念。

在本书所探讨的5种职场冲突中，犹豫和信念之间的冲突是最常遇到的，尤其对企业者和领导者而言。R.I.S.E.这种常用的方法，可以让每个人勇敢面对职场冲突。我们可以把这个框架的四步骤内化为无意识的、自觉的行为习惯。有些领导者主动拥抱不确定性，勇敢地游刃于晦暗不明的“海域”中，同时相信，任何不确定性都是追求更大使命的必然结果。在犹豫不决和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明晰的商业使命能够坚定人们的信念。那么，我们在犹豫与信念的拉锯过程中，应该如何找到平衡点才能实现使命呢？

时任麦肯锡全球董事总经理多米尼克·巴顿曾经说过：“作为合伙人，无论何时面对困难的决定，我都会将公司使命作为行为过滤器，思考这个决定或行为将如何影响我们最关心的两个原则，提升对客户的影响力，或者提升我们公司的竞争力。”8坚定践行公司价值观，是巴顿的行为过滤器的出发点。这种过滤方法同样适用于商业社会中的每个人。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指导着我们行为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决定这种价值观是否增益了公司的整体价值观和使命。我们的个人价值观与职业价值观是否一致，是否有共鸣？在生活中成为一个优秀的、甚至伟大的人，与在职场中成为一个优秀的或伟大的领导者，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奉行以人为本，用真实、同情和完满的职场品质价值观引领我们的使命，我们就能在各种职场冲突中找到平衡点，就能勇敢而真实并自信地直面不确定性。

2015年，《纽约时报》头版刊发了一篇调查报告，揭露了纽约美甲店的惊人内幕，包括员工的悲惨遭遇。9记者萨拉·马斯林·尼尔（Sarah  Maslin Nir）所揭示的问题正是我们8年前在创办MiniLuxe时美甲行业所面临的问题。那时，关于创办美甲店，我们也正在犹豫和信心之间摇摆不定。多年之后，才有一篇关于美甲行业及其内幕的重量级调查报告出炉，我们感到十分诧异。这篇报告证明了我们当初对美甲行业的判断，而权威报纸揭露行业问题同样意义重大。在尼尔女士的报告刊发前几个月，我们很荣幸成为《纽约时报》的正面报道对象，可见MiniLuxe公司在美甲行业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公司绝不会躺在功劳簿上，而是会持续前进，我们已经洛杉矶开了分店，那是“蒂比梦”开始的地方。MiniLuxe公司仍会专注于美甲行业，但我们的抱负比赚钱更远大。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使命能帮助我们实现平衡。我们在做困难的决策时，解决犹豫和信心间的冲突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呢？将使命作为北极星，审视决策有助于实现整体使命还是可能偏离整体使命。

·　直面不确定性会起到正面作用。我们应该直面不确定性，并将其作为冒险的一部分，然后主动采取行动降低风险。如果我们已经能够接受不确定性，我们对使命就会有更坚定的信念。

·　信心和信念有所区别。信心是一种内在品格，能帮助我们做出决定。而信念不仅仅是内在品格，还能让我们对决策和行为后果承担起全部责任。

·　被动不确定性和主动不确定性有显著的区别。被动不确定性反映了人们的软弱和屈从。主动不确定性则是我们主动的选择，我们敢于面对风险和挑战，只为成为更好的人，或把事情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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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艺术家昆西·琼斯1

在个性和共性之间寻求平衡

一天下午，我和马戈·费登（Margo Feiden）在纽约西村一所公寓的客厅里聊天。她的朋友经常称呼她“费登女士”。我很礼貌地问费登女士：“你好吗？”费登女士回应道：“你真的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吗，抑或只是在与我寒暄？你知道什么是‘寒暄’吗？哪怕对我那些极有文化、教育程度极高的朋友来说，‘寒暄’的定义都不明确。”

费登女士告诉我：“寒暄意指一种方便的、传统的词语、短句和话题，尽管它们并非总是有意义的。”她补充说：“你要明白，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过得如何，我们需要重新安排一次更长的对话，我们要谈几小时，甚至一整天。今天的对话与我过得如何无关，而与你的议题及你的写作计划有关，不是吗？当然，寒暄两句也挺好的。”2我和她都没想到，她向我介绍“寒暄”这个词，为本书做出了很大贡献。费登女士启发了我，因而我在前面关于同情的章节中探讨了寒暄问题，也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提出更多非寒暄问题。

费登女士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敢于真实面对自己的人。她并不介意自己的肤色。为什么要介意呢？她不拘一格、充满激情的人生始于16岁，那一年，她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百老汇戏剧。之后，她成为一名狂热的飞行爱好者。而过去15年，她一直是已故著名漫画家艾尔·赫什菲尔德的艺术经纪人。赫什菲尔德于2003年去世。

《访谈》杂志曾经评价她：“玛戈·费登是纽约真正古典的波希米亚式人物。”3人们很难否认这一点。如果费登女士邀请你喝茶，你很可能完全沉浸在她讲述的故事中，等茶凉了才想起来喝。那天下午，她给我讲述了很多她的熟人和朋友的故事，从查理·卓别林到鲁契亚诺·帕瓦罗蒂，还讲了赫什菲尔德的很多趣闻。费登女士讲述的故事都充满了人文精神。有时，我仿佛觉得自己正在听一首曲子，它的真挚和有趣既让我莫名感动，又让我深受美好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在与她相处的短短2小时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拥有一种最令人羡慕的品格：自我一致性。她认为自己是真实、诚信的人。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想法和每一种行动都保持了严密的一致性。也许正是因为她的不羁个性，你才能确切了解她的为人。她并不避讳自己的个性，也不因此而洋洋得意。她就是她自己。

为了理解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冲突，我们需要回顾职场品质金字塔的所有层级。在真实这一层级，我们的个性与我们所说、所做、所思和所想的一致性有关。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冲突又引出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同情这一层级。同情要求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智，理解并欣赏个性的多样性，同时又能保持共同的人性。完满则是指我们对自己的独特人生感到满意。

我在探索个性和共性之间的冲突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商业领导者似乎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认同什么，比如孩之宝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艾伦·哈森费尔德（Alan Hassenfeld），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希望之星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艺术巨匠、舞蹈家比尔·T.琼斯（Bill T. Jones）。他们都敢于以不同的方式做事，珍视自己独特的品格和领导风格，同时又对新知识、新想法保持谦卑和开放。我在与他们对话之后，十分肯定如果问他们有没有自己的独特习惯和品格，他们能对答如流。他们之所以能获得人们的尊重，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并从不偏离自己的个性。

已故的奥斯卡·黎凡特（Oscar Levant）是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演员，但也是忧郁症患者和神经质患者。他曾经说过：“天才和疯子只有一线之隔，而我突破了这条界线。”4黎凡特相信，正是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冲突让他有了创造力。音乐家、创业者、艺术家和作家或多或少都有些神经质。非凡的创造力、独特的想法、敢于冒险的精神，这些特质在凡人身上是很少见的。正是这些可爱的怪癖使我们身边的朋友成为更完满的人。比如费登女士，世界上最有个性的人常常突破了天才与疯子之间的界线。与此同时，太强的个性和太多的怪癖也会让人疏远，难以得到他人的尊重或喜爱。那么，我们该如何与有个性的人相处呢？

艺术家常常被认为是难以相处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大多数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行动力，没有现实感。同样，商人也常被视为难以相处的理想主义者，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理解商业的文化属性和人为影响。我认为，如果能提出一种将艺术和商业融合起来的思想，我们就能受益匪浅。为了具有创造力以及发现新的商业机会，我们需要梳理自己固有的想法。这与前文提到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我们运用多元视角进行多维思考，几乎总是能得到更好、更妙的答案。在倾听他人的想法方面，我们需要更谦卑，更富有同情心。

这一切需要从欣赏个性开始。艺术家和文学家因独特的创作方法而享誉世界。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在她的很多诗歌中采用了罕见的句法和标点符号，尤其是大胆新奇地使用破折号。E. E.卡明斯对小写字母的使用成为其作品的标志性元素。那些曾经被认为怪异的或者过于前卫的东西，后来常常被视为开创性的、非凡的和有特点的事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个性带来了人性的广度、深度和温度。

商界人士似乎认为，如果将太多的人性、诗意和情感带进商业社会，我们对业绩的专注就变少了，经营表现就会变差，毕竟，财务回报才是最重要的商业目标。然而，这两个领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毫不相干。我们在第5章中已经探讨了爱的品牌的力量。品牌方既需要通过服务体验和产品特性与客户建立起功能上的连接，也需要与客户建立起情感连接。在艺术文化领域，差异和个性得到了广泛接受与鼓励，实际上，企业也可以学习艺术文化的广阔性和包容性。我之所以对艺术文化偏爱有加，是因为我的第一家公司就是与吴卡明联合创办的，他负责公司的创意设计。吴卡明后来不幸去世了。我们各有所长、相互欣赏。我欣赏他的艺术和设计才华，他欣赏我的战略和分析能力，所以我们才共同打造出一家颇有成效和创造力的公司。我们在20年前创办这家公司时，都认同一个观点：无论在商业领域、设计领域还是在技术领域，将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连接起来，就总是能带来更多创新的、整合的、全面的解决方案与产品。至今我仍然坚信这个观点。

MiniLuxe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只是聚焦营销和坪效，只是把美甲店打理得干净专业，而不是致力于塑造品牌和技术，我相信客户的体验并不会太好。如果你能让企业的不同部门相互配合，你就消除了“沟通不畅综合征”。你不用先让经营者写出商业计划书，再让工程师给出技术参数，然后让设计师设计出漂亮的产品。与这种按先后顺序做事的方式相反，你应该让各项工作同时开展，欣赏员工为实现更宏大的目标而做出的平衡。比如，如果你是设计师，正在设计一个产品，并且你能够通过调整代码让用户体验变得更简单，那你最好尽早与其他部门沟通。因为如果不能得到管理者和其他部门的认可，设计师的个性和创造力就会被视为一意孤行。要想打造出最好的产品，所有部门都应该步调一致，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

如果我们相信真实和同情的力量，那么也应该相信多样性的力量。难点在于如何找到平衡点，既要远离组织的核心，保持个性，又要成为组织的一部分，减少你独特的个体身份。这种身份不仅仅是指你的个性，还包括你对组织潜在的独特贡献。

个性造就更好的自己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及其主任伊藤穰一（Joi Ito）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想知道，对挑战“研究禁区”（Forbidden Research）的研究人员进行奖励，会发生什么事情。伊藤本人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学者，对所有关于人性的问题都有极强烈的好奇心。他及他的实验室成员经常从人们没有兴趣的课题和想法中获得灵感。2016年7月，在研究禁区项目启动仪式上，媒体实验室宣布，领英和格雷洛克公司的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奖励那些突破研究禁区、从而改变了社会的个人或团队。伊藤说：“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研究人员的创新想法，以挑战那些让社会变得不公的规范、准则和法律？”5我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顾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因他们能推动这个具有前瞻性的项目而感到骄傲。该项目可能会在很多领域产生突破，比如，非暴力、人权、言论自由和创新自由等。奖励旨在激励人们解决社会问题。

以前，我也听说过将奖励和庆祝不服从的行为视为进步的指导原则的例子。麦肯锡公司对员工的一个核心指导原则和价值观，就是鼓励表达不同意见，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我在麦肯锡工作时经常开玩笑说，我可能太善于表达不同意见了。鼓励表达异见，就是允许我们的不同想法和个性以一种公开和安全的方式呈现出来。今天，人们普遍相信，运用批判性思维所产生的多元视角绝对有助于带来更好的业绩表现。领导者应该寻找想法独特、来自不同背景的员工，只要他们能在自己的个性和团队之间实现平衡。

个性和共性既有可能共存，也有可能冲突。某一个人的个性可能会展现出离奇、怪诞、甚至疯狂的一面，但如果将所有人的个性集合在一起，通常就能汇聚成完整的个性。当我们做到适当平衡时，个性和共性就能展现出好企业家所具有的优点，也就是，既有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至此，我马上想起那些世界上最有个性的名人都有特殊的癖好：“新新闻主义之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总是穿着白色外套；格伦·古尔德（Glen Gould）弹钢琴习惯戴手套；德国诗人和小说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vich Schiller）总是在书桌上放一个烂苹果，让臭味激发自己的写作灵感。我还知道有一位《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每次演讲之前都会把一枚硬币放在鞋子里。过去10年全球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之一史蒂夫·乔布斯，总是身穿黑色高领衫和蓝色牛仔裤。他的这种穿着习惯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访问日本索尼公司之后才养成的。他发现，索尼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为员工提供统一制服。乔布斯很喜欢这种做法，想在苹果公司推行，但最终不了了之。不过，乔布斯的着装风格倒是统一了，他的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为他设计了标志性的黑色高领衫，他还选择固定穿李维斯牛仔裤。6这些怪癖和习惯是让我们混乱的生活变得有序、可控的一种方式，也是那些追求真实、完满之人的自我表达方式。

除了白色外套、烂苹果和设计师款黑色高领衫，还有哪些独特的策略能带来更好的商业表现？以美捷步公司为例。美捷步公司创始人谢家华有一个习惯之举：如果新员工在一个月内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就可以离职，公司会向该员工支付3 000美元。结果，最适应公司文化的员工选择留下来。美捷步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打造一家有趣、独特的公司”。这个价值观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还是非常明智、具有前瞻性的想法？我们反复强调过，关键在于平衡。谢家华在面试时经常问求职者：“如果个性程度在1至10分之间，你给自己打多少分？”7当然，美捷步不会寻找9分或10分的员工，也不会聘用1分或2分的员工。如果美捷步的核心使命是为客户带来快乐，它的员工就应该明白，由自己的个性所造成的一些小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如果员工喜欢自己的个性，就能更好地适应美捷步的服务及其由价值观驱动的企业文化。谢家华喜欢录用有一定个性的员工，但这种个性必须适度，要能与公司其他员工友好相处。

我们都相信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但很少有人敢于让他人知道我们有哪些个性。我在采访过程中喜欢问被采访对象，是否愿意说出自己的一两个个性特点。他们是乐意告诉我一个或更多的怪癖呢，还是因这些怪癖有违习俗而不愿意告诉我呢？个性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它是我们表达自身品格的独特方式。我们很容易记住好企业家或伟大领导者的个性特点，因为他们不同寻常的行为、习惯或经历不仅是他们独特的标志，还让他们变得更仁慈、宽容。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面试员工的方式非常有名。在正式面试之前，面试官会问求职者一些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请讲述一个你帮助同事成功的例子。像美捷步一样，美国西南航空将践行企业文化当作一种生存方式。美国西南航空通过采用这套面试系统，能招到态度端正、适应企业文化的员工。至于专业技能，他们相信员工可以在进入公司后习得。他们可能要求求职者讲一个笑话，或者说出选择美国西南航空的原因。8 2015年，美国西南航空收到371 202份简历，但只有不到2%的应聘者被录用。过去20年，美国西南航空始终是《财富》和《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最佳雇主之一。9毫无疑问，你乘坐美国西南航空的飞机时，肯定会感受到它的文化，即使你乘坐经济航班，也能享受亲切、有趣的乘务员给乘客带来的欢乐。

只要员工的个性能为企业或品牌增添鲜明的风格和特点，这种个性就适合融入企业文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组织或初创企业的所有员工都耽溺于自己的个性。这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企业既要有多元的视角，又要有实现商业目标的执行力。美捷步和美国西南航空都很清楚它们想要有怎样的风格和个性。谢家华希望员工有足够的个性，但有6分或7分就可以了。检验企业文化或创新方式的最终标准，是看企业能否持续践行自己的原则，能否持续吸引体现企业价值观的优秀人才。

个性不仅定义了一个人和一个组织，还能为企业带来多维度的视角，激发企业创新，是创造企业价值的源头。只要员工的个性能与其他同事和企业使命相融合，能为企业带来稳定的、高水准的表现，这种个性就能为企业带来极大的活力。每个人都以独特而美妙的但不完美的方式表达自己，同时，每个人又连接着他人。我们都有自己独有的、甚至是奇怪的特点，我们不应该害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展现这些特点。相反，如果我们愿意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在他人眼里，我们就会更有人情味，更和蔼可亲。

然而，有时我们的个性太强。当我们表现得过于自我，要求每个人都遵照自己的意愿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这种个性行为是不恰当的，甚至是危险的。个性，顾名思义，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效仿的模板，而是极为个性化的东西。因此，个性绝不应该被极端化，被当作牺牲或损害他人利益的借口。技巧和能力可以更新、培养与学习；职场权力也只是短期力量，有时它只能带来表面上的尊重。真正的领导力是一种更罕见的无形的能力。真正的领导者能够通过展现自己的弱点和个性，将员工紧紧团结在一起。

共性推动人与人的连接

你越心静，就越能听见。

——波斯诗人鲁米10

请你从商界人士以外找出一个你喜欢和尊重的人。他的个性和怪癖是让你生厌呢，还是让你更喜欢他？如果说个性是有棱角的、让人疏离的，那么共性就是共同的、包容的。共性意味着人们可以紧密团结在一起，意味着某些个性特点需要被削弱或者被彻底消除。我们需要在富有人情味的缺陷和个性与共同的人性和彼此的连接之间求得平衡。这种连接始于两个核心原则：一是活在当下，二是与人合作。

关于合作，我们需要运用前文提到的过滤器，它可以帮助我们筛选适合共事的同事。优秀的合作伙伴与我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标准，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依赖和相互欣赏的关系。然而，要真正与他人建立起良好关系很难。建立关系需要悉心而真切地倾听他人的所思所想，而要建立合作关系，还需要意识到，不论身份和地位，我们都是平等的主体，应该相互信任和尊重。关系和合作是团结的基础，然后我们要通过故事和叙事与他人建立连接。

马克·吐温曾经写道：“我不会说我擅长讲一个现成的故事，只会说我知道如何讲一个故事。”11

好企业家和伟大的领导者都很擅长沟通，都有化繁为简的表达能力。他们理解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的个性特点、行为方式和人生目标。他们在明确了自己的使命之后，还能用简洁、准确的词句表达到位。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在构思和写作关于好企业家与职场品质框架的过程中就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想，很多学者、作者和领导者应该也体会过这种不易，他们花了几十年来研究和理解复杂的课题，再将研究结果公之与众。我们都想清晰简洁地表达事物，但根据我的经历，要把任何议题或问题转化为简明扼要的文字，绝非易事。

对于初学者而言，要想让表达的内容清晰、易懂和鼓舞人心并不意味着简单化，而是要整合各种故事、比喻和类比，在内容中传递出逻辑和情感。大多数创业者和领导者都有自己的愿景，但要让别人理解他们的愿景却很难。最好的沟通就是清晰而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想法。如果对方凭直觉就知道你愿意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他就会更主动地聆听你的谈话。领导者应该打磨自己的用词，让对方既能理解这些信息，又能凭直觉感受到。我在与团队成员开会时，会引导团队成员，让他们理解自己所表达的内容，从而让其他人明白，会议的要点不仅需要被记住，还需要被真正理解。

无论你是否喜欢，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曾经人与人的相互连接是间接的，现在变得更直接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他人来帮助自己实现抱负。技术和跨学科思考带来了大量创造性的知识、发明和成果，但人们相互连接的现实却是不变的。我曾与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前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Gary Knell）进行过一次访谈，内容是技术如何改变电台的未来。奈尔没有告诉我哪些事物会发生变化，而是告诉我哪些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故事的力量和人们对讲故事的热爱不会改变。每一个新的裂变或变化都提醒着我们，我们是人类的一分子。人与人的连接是人类故事的核心，时常重现。我们既需要讲述我们内心的故事，又要帮助他人发现他们的故事。

我想尽情体会自己和身边的人的生活，讲好人生的故事，让听众思考故事的细微之处，尤其是要思考故事所涉及的非洲人的身份构建，思考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这个世界如何看待我们。

——美国歌手和歌曲作家索米12

在Cue Ball投资公司，我们总是想要发现创业者的人生故事。向我寻求投资的那个创业者有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她过去有哪些成功和挣扎？为什么她一定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她的根本使命是什么？此外，向我们寻求投资的创业者如何与人分享自己的愿景，比如，讲述方式、语气语调、叙述风格，常常决定了我们是否同意投资。毕竟，要判断创业者能否实现他的创业梦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大量关于他的信息。创业者在创业的早期阶段，都会去发掘自己的抱负、兴趣和人际关系。没有这些关系，管理和合作就不会持久。人与人的彼此连接让好企业家能够激励他人。我们之所以问创业者那些问题，是因为我们想要知道，他们作为领导者能否以职场品质来带领团队，能否真实对待自己，同时能否对团队有足够的同情和尊重。

泽福公司曾让面试者花15分钟用乐高积木搭建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告诉面试官关于这个作品的故事。这么做不是要为难面试者，也不是想让他们感到难堪，而是想要看看他们如何应对非常规的个性化问题，以及他们如何用一个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故事与这个作品建立起联系。

职场品质总是伴随着人而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将重心放在人身上而不是想法上。数据分析系统公司的吉姆·古德奈特（Jim Goodnight）就是这方面的绝佳榜样。当然，还有其他公司，比如谷歌、彭博社和家居连锁超市康泰纳，也长期奉行员工优先政策，通过培训拓展项目或其他方式促进员工之间的合作和团结。

最有趣的想法常常出现在跨界之处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清晰简洁的表达与真实、甚至怪异的表达之间做到平衡呢？我认为，这要从理解事物的本质入手。约翰·梅达（John Maeda）以前是罗得岛设计学院的校长，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凯鹏华盈的设计合伙人。他还出版了好几本书，内容主题包括综合思考力、简洁的法则等。我问梅达培养交叉和跨学科思考能力的最佳方法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正确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并非始于跨界思考，而是始于深度思考。我们需要抓住问题的精髓。在进行跨界思考之前，我们先要深入而全面地理解某个领域。”13换句话讲，我们在探索某学科以外的知识之前，必须深入了解该学科。

明白了哪些问题是根本的，哪些问题是表面的，我们就能知道如何解决这两类问题。例如，房子的框架结构和外观就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外观就是墙面的颜色或色调。在建筑、设计和时尚领域，只要能抓住每一种力量的本质，或者就像梅达所说的，抓住“问题的精髓”，我们就可以平衡和融合个性与共性这两种力量。万变不离其宗，关键是抓住本质问题。

个性和共性之间最有趣、最深入的互动来自拥有跨界思维的好企业家，他们能轻松地打破树立在思考、实践、研究或创造之间的界线。我们除了获得基于事实的知识，还有更多尚未理解的未知领域。正如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说，我们知道的越多，好奇心就越大。14

我们可以借鉴商业、艺术、设计、建筑、诗歌、科学和历史领域中的模式、思想、目标与故事，来阐明人类美德和品格的核心特质。这种跨界视野可能会让我们超越常规，甚至更具个性，但它最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不同领域和学科的共同点。从根本上讲，人类共性就是指人之为人的本质。我认为，最新奇、最有趣的想法往往出现在跨界之处，同时此处还常常体现了事物之美。

如果我们自动默认传统的语句、判断或技能，我们的视野就会变得狭窄。曾经的街头艺人盖伊·拉利伯特（Guy Laliberté）不经意间成为创业者，如今已是太阳马戏团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身家过亿。拉利伯特曾经在街头表演踩高跷和吐火，如今已经打造出全球最大的现场娱乐公司之一。如果你当年看到他在街头表演，你会想到他今天的成就吗？你能够在他除了街头艺人的身份之外发现他更多的才能吗？

擅长跨界思考的人通常能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更好地思考和解决问题。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都有极强烈的好奇心，他们的知识既广博又专精。查理·芒格一生都在学习历史、文化和科学。这难道不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吗？芒格告诉我：“我一生都在践行跨学科的学习方法。如果你只是知道一个门类的知识，那你知道得太少了。你的大脑中必须有一些思维模型，并用网状结构将你的间接经验或直接经验串联起来。”15这种网状思维方式能帮助我们产生不同的想法。

如果我们能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掌握了解释世界的不同思维框架，我们就能变得更聪明。我认为这些方法和思维方式正是成功的关键：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芒格说，拥有多样的思维模型能让我们在解决问题时发现合适的不同模式，进而从这些模式中找到解决方案。这些思维模型能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的学科是如何解决同一个问题的，也能帮助我们观察不同的思维模型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我们越擅长跨学科思考，就越能理解他人的视角和观点，也越能保持开放心态，知道个性是如何根植于人的共性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道理听起来过于缥缈，对企业经营没有实际意义，那我们可以看看凯瑟琳·柯林斯（Katherine Collins）的例子。她是蜜蜂资本（Honeybee Capital）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也是富达投资集团的前研究主管。柯林斯拥有近25年的投资经历，投资成绩也相当不错，她参与了对露露乐蒙公司的早期投资。她认为，我们既可以采用投资行业所青睐的传统的、机械的、分析的模型，也可以采用仿生学的科学框架来发现值得长期投资的领域和行业。16

我们应该在做出决策之前认真思考：“自然界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柯林斯会问，如果由大自然来打造这个产品或这家公司，它是否会做出进一步的优化？大自然会让这个产品变得更复杂精细还是更简单直接？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还是一个封闭的孤岛？通过这些问题，柯林斯就将仿生学的核心原则与金融投资联系了起来。

柯林斯相信，投资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平衡风险和不确定性。她认为，开阔的、跨学科的视野能让我们的投资可复制、可持续，这正是大自然和投资的相同之处，而且并非巧合。为了寻求平衡，我们必须对非常规的、有个性的企业抱有开放的态度，同时又要牢记我们的投资目标：投资那些既能实现商业目标（比如，创造股东回报）又能践行正向价值观的有使命感的企业。

力求完美，但接受不完美

我想要尽可能地接近边界，但又不越过边界。

在边界上，你能看到边界之外的事物，而这是你身处中心所看不到的。

——文学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7

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个性和共性的平衡，因为两者的共存是有益的。这正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奖励跨禁区研究的原因。有时，我们需要奖励那些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伊藤穰一就是一个善于驾驭平衡的领导者，他能平衡自己的个性与集体的共性。对于麻省理工学院而言，选择伊藤穰一是一个特例：他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实际上，他连大学学位都没拿到。但他的阅历异常丰富：在纽约的夜总会担任音乐主持人；从事激进的政治活动；在互联网行业创业；担任过非营利组织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会长，该组织旨在增强全球创意知识的流通和共享。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只能在个性与从众之间二选一。然而，尽管个性让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复杂，但它与我们简单直接的性格一样美好。

我们应该拥抱特例、怪癖和个性。这样我们既可以拓展思考和行为的边界，又不至于太极端。最优秀的领导者善于用自己的怪癖和个性提出开创性的想法，同时又有能力将这些想法变为现实。如果不敢冒特定的风险，创新就不太可能发生。盖伊·拉利伯特、理查德·布兰森、巴菲特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敢于真实面对自己。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但都拥有改变和影响他人的使命。一些当代企业家的独特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萨拉·布莱克利（Sara Blakely）本想成为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却发明了塑身产品，打造出如今著名的瘦身用品公司Spanx。布莱克利设法让自己的产品进入高端百货商店尼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商场，最终却在商场的女卫生间卖出了自己的第一件产品！Kickstarter众筹平台创始人佩里·陈（Perry Chen）打破了传统的资金募集模式，为艺术和创意项目开创了新的募资方式。之前的网络相册公司Flickr和如今的Slack创始人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d Butterfield）曾经创办过一家没有任何营销人员的企业软件公司，公司产品之所以广受欢迎，全靠病毒式的口碑传播，后来他卖掉了这家公司。所有这些创业者和本章所提到的名人都能很好地驾驭个性和共性。如果我们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更有可能改变世界，更有可能像奥斯卡·黎凡特那样打破阻碍创造性思维的屏障。

如果企业家精神就是指不断发挥自身的潜能，那么获得风险投资的创业者与街头踩高跷的艺人、努力维持生计的单亲家长、刚到美国的移民就没有本质区别。每个人每天都会在欲望、抱负与自己拥有的资源之间做出选择和权衡，无论这些资源是时间、金钱还是人脉。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人生旅程中的创业者。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个性是应该得到鼓励的积极因素。有益的怪癖是我们个性的一部分。个性对应职场品质金字塔中的真实和完满层级，因为它们要求我们做出自我反省，要求我们真实对待自己和自己的价值观。

·　共性并不排斥个性，只要我们能与他人建立关系、展开合作，并能清晰地传递我们的想法，践行我们的使命。共性对应着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同情层级。

·　在个性与共性之间寻求平衡是一种挑战，但对那些拥有跨学科思维方式的人而言则易如反掌。我们通过跨界思考更能理解新的行为方式，在传统想法的老树中发现孕育新观点的嫩芽。

·　能够平衡个性与共性的好企业家才能真正带来变化。我们应该鼓励有个性、不按常理出牌的领导者，只要他们能够践行更大的使命，让我们更加团结，就能实现我们和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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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末，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中心，有一栋被废弃的巨大建筑，楼里住着两个流浪汉。这栋建筑曾经是储藏肉制品的仓库，但在十年之前被废弃。后来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把它作为藏身之处，在大楼里生火取暖。1

一天晚上，天气寒冷，阴云密布，但能见度尚可。下午约6点，一位刚下班的警察机警地注意到，这栋大楼一角的屋顶飘出灰白色的烟雾。原来1个小时或更早之前，两个蹲在这栋大楼里的流浪汉不小心打翻了一支蜡烛，他们报了火警，然后就离开了现场。

这栋建于1906年的冷藏库大楼不符合消防标准。整座建筑没有窗户，唯一的楼梯从地下室直通顶楼，大楼墙体有约1米厚，十分坚固。楼里的肉制品冷藏库像迷宫一样，一个接一个。每一个仓库都采用了保温可燃材料，但都没有靠近消防门或通道。简而言之，这是可怕的火灾最容易发生的地方。到了6点30分，首批两部消防车已经出动。初步的搜索发现，建筑里面空无一人，但没人确信两个流浪汉是否困在楼里。没人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仓库，也没人怀疑这场大火将造成巨大的破坏。在燃烧了约9 300平方米和6层楼之后，大火吞噬了整栋大楼，可燃材料成了助燃剂。大火点燃了可燃材料，可燃材料火上浇油，使大火烧得更旺、更猛，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坐镇指挥灭火的消防官员是地区消防长官迈克·麦克纳米（Mike McNamee）。大火熊熊燃烧了将近2个小时，有6个进入建筑的消防队员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另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消防队员从大楼里跑出来，告诉麦克纳米，他无法达到第3层楼。麦克纳米环视四周，有12个消防队员已整装待命，可分为3组进入建筑。这时，他想起了他们的配偶、孩子、父母和其他家人。已经有6个队员音讯全无，但火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麦克纳米事后回忆说，他站着一动不动，思考了整整一分钟，然后说道：“听着，结束了，救火行动结束了。”有些消防队员厉声反对他的指令，但他决心已定。他面向队员，无力地摊开双手，一只脚踏在墙上，回应说：“已经失踪了6个队员，我们不想再失去更多了。”

伍斯特火灾令人震惊，让人悲伤。人们花了一周时间才找到6个勇敢的消防队员的遗体。美国全国上下为他们感到悲恸。当时的总统比尔·克林顿、副总统艾伯特·戈尔、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和约翰·克里都参加了追悼会，美国国家电视台也进行了现场直播。就火灾的规模、程度和死亡者数量而言，伍斯特火灾算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火灾之一。人们既忘不了火灾的巨大破坏力，也将永远铭记6个勇敢献身的消防队员。

但人们很少提及，当麦克纳米告诉他的队员们救灾结束的那一刻体现了他超凡的领导力和决断力。对我而言，这个例子充分地展现了坚毅和接纳之间的冲突。多年之后，即使是当时不理解麦克纳米的消防队员，也感谢他接受现实的勇气：在大楼里的6个消防队员生还的可能性很小，让更多消防队员冲进去只会造成更多的牺牲。麦克纳米后来说道：“那天晚上，我们失败了……那栋冷藏库大楼狠狠地教训了我们一顿，它赢了。”

火灾夺走了6个人的生命，但麦克纳米的决定挽救了12个本来会与火灾搏斗的消防队员，麦克纳米的决定远远谈不上是一种失败。

有多少人既能与困难作斗争，又能知难而退呢？两者如何平衡？这个问题很难，很有挑战性。在本章，我们将探讨5种职场冲突的最后一种：坚毅与接纳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与实现完满有关。

尽管我们不可能常常遇到在火灾中丧失生命这样的极端情况，但我们的确每天都在调和坚毅与接纳之间的冲突。如果提前退场，人们会认为你缺乏勇气和韧劲。如果过度坚持，人们又会认为你固执或无情。历史上一些最受人尊敬的人常常因为坚持到底而获得成功，但每个人也都知道有些人则是因为知难而退而受人敬佩。我们如何才能具有辨别能力，知进退？这是我们要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冲突：我们需要理性应对，不被情绪所俘虏，需要回顾我们的价值观，需要听取外部意见保持客观的角度。接下来，我们先深入了解坚毅的品格，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感知和应对困境。

在坚毅和接纳之间寻求平衡

虽然我们总是想在坚毅和接纳之间找到平衡点，但我常常发现，坚毅是一种了不起的品格。坚毅是一种端正的工作态度，是一种坚定的决心，是一种非把事情做好不可的不屈品格。每当面试求职者时，我总是想要知道对方是否有坚毅的品格。我们在第12章列出的问题，可以帮助你提升自己察人识人的能力。下文的问题则可以帮助你判断求职者是否有毅力：

·　求职者是否会对困难做出回应或采取行动？

·　求职者是否经受过考验或挫折，他／她是怎样应对这些考验或挫折的？

·　总体而言，求职者的表现是否体现了实干、热爱和勇气？

·　求职者的哪段经历能最好地展现出他／她的毅力？

·　求职者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吗？

·　求职者的适应能力如何？

实际上，坚毅可以提升我们在坚持和放弃之间寻求平衡的能力。约翰·伍登在他对成功的定义中提到，我们面临的现实环境要求我们竭尽全力，因为它是实现完满的最重要的力量。坚毅要求我们首先做到全力以赴，然后再评估是否接受现实或中途放弃。你只有先付诸努力，践行自己的价值观，感知和应对困境，你才能更清醒地判断是否改变方向或中途放弃。

用“感知＋应对”策略履行真正使命

我们在应对变化和不确定性、实现终极使命方面，如何才能做得更好？除了坚守核心价值观，我发现采用“感知＋应对”策略是很有用的办法。1992年，IBM高级商业机构战略研究所所长斯蒂芬·黑克尔（Stephan Haeckel）提出了“感知和应对”这个战略管理理论。黑克尔的理论是指假设我们都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带领团队、经营企业、成功生活就是学会在这个系统中不断感知和应对变化。2实际上，这个适应性的战略理论来自一些战略专家的论著，其中包括亨利·明茨伯格，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种分析性更强的战略方法。如今，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不少新术语，如精益、敏捷和调整等。

适应性系统和组织会持续从环境与周围事物中吸收信息。这并不是说这些系统和组织缺乏计划，而是意味着它们可能会做出调整。迈克·泰森（Mike Tyson）说过：“每个计划都很美妙，然而你进入赛场，被打得鼻青脸肿。”3坚毅与接纳之间的冲突是从理解和接受当前的处境开始的，然后我们要想办法调整策略，以获得最优的结果。在伍斯特火灾中，麦克纳米、工程师和消防梯公司代表在现场拿出了一个方案，决心扑灭大火。他们的方案不仅基于过往的训练和经验，还基于对现场环境的悉心推断，包括推断两个流浪汉仍在仓藏库大楼里。随着信息越来越明朗，显然6个消防队员在仓库中迷了路，很可能已经被困其中。麦克纳米接受了这个现实。他没能救出仓库中的消防队员，但阻止了想要继续救火的消防队员采取行动。

显然，这个决断并不那么容易，事实上，这个过程让人非常痛苦和纠结。然而，有时坚毅与接纳之间的冲突可能比麦克纳米在1999年遇到的情况更激烈：困难横亘眼前，信息模糊不清，无人伸出援手。这就是另一个非凡之人的事迹。尽管困难重重，但他独自面对了坚毅与接纳之间的冲突。他就是史蒂文·卡拉汉（Steven Callahan）。

很多年前，我读了他的回忆录《漂流，我一个人在海上的76天》，第一次知道卡拉汉。4这部书于1986年首次出版，记录了卡拉汉仅靠一只救生船在海上独自漂泊了76天的经历。他的经历充分体现了毅力、坚韧、接纳和胜利，是我读过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我与卡拉汉有过几次交流和访谈。如今，我更能体会到他独自一人在海上漂泊将近11周的艰难境况。他每天都必须做一些决定，由此产生的后果和压力深不可测。

1982年，身为造船工程师和水手的卡拉汉，独自航行在通往安提瓜岛的海上。他驾驶的帆船是他手工打造的，单桅6.5米长。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认为自己的船撞上了一头鲸鱼，所以他不得不跳进救生筏避难。接下来的日日夜夜，卡拉汉必须自求生路：用叉子捕鱼；用一个太阳能蒸馏器从海水中萃取饮用水；与疾病作斗争；每天在想还要独自奋战多久，是否应该接受死亡将至的命运。事后他告诉我，他天生极其忍耐，拥有坚韧的态度，能与不确定性安然相处。他相信，这种天性发挥了作用，帮助他在广阔无垠的大西洋上漂泊了约2 900公里之后，最终在第76天被一群渔民所救。

多年以后，卡拉汉在成功地与癌症作斗争的过程中，对困境的态度始终未变。他认为，你必须专注于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同时又要相信最终的结果会朝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对很多人而言，这种论调似乎有些宿命论，或者并不那么鼓舞人心，但我为撰写本书而采访的大多数品德高尚的人都谦卑地相信，生活中有些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能力。

无论你是坐在一个救生艇里漂泊于大西洋上，还是正在领导一家企业，要想在坚毅与接纳之间求得平衡、找出方案，都有值得注意的共同点。首先，两者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能够让你很从容地选边站。与很多冲突一样，明确而清晰的界线通常与个人的决定有关。下文的8条原则是我认为最有用的平衡坚毅和接纳的方法。

1．使命、价值观和人应该始终是优先考虑的因素。使命似乎很抽象，但你可以坐在桌前写下你和你所在组织的使命，让它具体化。我们都需要一个指南针，帮助我们经受严峻环境的考验。使命就好像指南针，如果我们的使命不明确，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就会摇摆不定。为了撰写本书，我采访过一些经验丰富的医生。我问他们在紧要关头，在竭尽全力挽救病人的生命和放弃治疗让病人安详地死去之间，如何选择。很多医生都提到了希波克拉底誓言：首先，不要伤害病人。这个简明的使命为医生在面临两难境地时提供了清晰的伦理指导。

2．想一想你面临的问题会对他人产生怎样的影响。仔细想想你的决定会怎样影响他人。我在决策时会思考：团队中的哪些成员能够帮助我做决定，同时又能承担决定的后果？受我决定影响最大的是谁？这个决定是否有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使命，如果不能，如何才能确保做到这一点？在想象他人会如何接收和理解一个特定的决定方面，同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在不同情境中合理运用R.I.S.E.框架。我们在前文讨论过，R.I.S.E.框架是实现平衡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我们首先需要停下来，花时间想一想当前的情况，向值得信任的人征取多角度的意见，或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并理解当前的问题。然后才是付诸行动，坚定执行！

4．对新的信息保持开放。在坚持和放弃之间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感知和应对”策略能够帮到你。卡拉汉迷失在大海中时，每时每刻都会出现新的环境因素。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我们就不应该盲目而固执地坚守最初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能应对或者调整新的信息，就很难实现自己的目标。

5．要时刻自省，知道自己的偏好。自省的最终检验标准，就是看自己是否了解自己。自己是喜欢坚持还是喜欢放弃的人？仅仅知道这一点，就能帮你做出更好的决策。

6．读书要既广泛又专深。我总是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在坚毅与接纳的斗争中，历史是有益的老师，因此，我们需要读得又广博又专精。你读得越多，思考能力越强。史蒂芬·卡拉汉经常谈到，要不是因为他读过很多关于生存技巧和知识方面的书，知道有人在海上存活了比他更长的时间，他就不可能对自己能够生还抱有如此坚定的希望，其结果也会大为不同。你应该在你感兴趣的领域，尽可能地更深入地细读这方面的书。

7．知道自己能向哪些人咨询。多结交品德高尚的人，在你做重大决策时，他们能给你提供建议。有一帮你信任又支持你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局外人能够更客观、更理智，同时能完全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我最近扮演了一个局外人的角色。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以前的同事，他被他的一个生意合伙人骗了，导致企业风雨飘摇。尽管这位朋友很心烦，十分纠结，但在我和其他人看来，显然正确的做法就是迅速关闭企业，重新开始。其实，他心里的答案跟我们是一样的，但他需要得到身边朋友的认同，增强信心。

8．做决定是必需的、值得肯定的行为。无论是决定坚持向前，还是决定中途放弃，都是主动的行为。即便你决定屈服于当前的困境，这个主动的决定仍比消极等待事态发展更为可取。我还记得那年春天令人痛苦的时刻，我第一家企业的联合创始人吴卡明被诊断已是胰腺癌晚期。他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只能选择以哪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那时，他决定不再进行治疗，不再继续忍受疾病的折磨。即便他逐渐失去了意识，我依然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听出他内心的平静。认识他的人都明白，他选择了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我们很少会遇到像麦克纳米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或者像卡拉汉所面对的生死险境，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在困难时刻做出决策。麦克纳米必须快速评估继续救火的风险。他说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但他相信自己的选择，因为他确信继续救火会牺牲更多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冲进火场似乎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但成功救出生命的概率几乎为零。英雄主义就是在坚毅和接纳之间求得平衡，做常人不会做或不能做的事。只要我们不断学习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冲突，就能更容易分辨哪些事情是我们能掌控的，而哪些不能。

麦克纳米和卡拉汉都努力超越了自身经验和知识来做出决策，尽管他们的职业不同，但他们都有坚定的价值观，即致力于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本书下一章将探讨如何才能培养那些让我们变得优秀甚至伟大的品格，就像麦克纳米和卡拉汉所做的那样。我们能够比想象中践行更多的美德。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坚毅和接纳。这是5种职场冲突的最后一种，在坚毅和接纳之间求得平衡，也就是，在一心想要实现目标与知道何时中途放弃之间求得平衡。

·　接纳和屈服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在探讨不确定性时提到过，有效的掌控往往来自屈从或接受现实。

·　解决坚毅和接纳之间的冲突需要拥有一种强烈而清晰的使命感，懂得“感知和应对”战略，愿意感知和应对新的信息。

·　R.I.S.E.框架是平衡坚毅和接纳的有效方法：足够自省，以识别问题并发现自身的偏好；全面理解所面临的问题；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向身边品德高尚的人寻求帮助；最终意识到做出决定总是比不做决定更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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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贱往往是初期野心的阶梯，

凭借着它一步步爬上了高处；

当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

他便不再回顾那梯子，

他的眼光仰望着云霄，

瞧不起他从前所恃为凭借的低下的阶级。

——杰出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1

衡量我们是否具有职场品质的最终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被动做出正确的事情，而是看我们是否主动择善而行。当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你是否还有勇气做到真实、同情和完满？要记住，践行职场品质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致力于让你和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你不可能在没有他人一路支持和帮助的情况下，取得今天的成绩。正如莎翁在《裘力斯·恺撒》中提醒我们的，不要瞧不起那些帮助你取得今日成就的善行和慷慨之举。即便你真的相信你没有获得多少他人的帮助，你也需要通过践行职场品质实现成功，并传播职场品质。

当我们谈论美德和优秀的含义时，比如，优秀的父母、优秀的导师、优秀的朋友和优秀的商业领导者，我们就是在谈论其中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正是美德最本质的东西。总而言之，践行美德就是要真实面对自己，同情他人，追求完满，以帮助我们自己和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就是企业家箴言和职场品质金字塔的核心要义。你也许想把生活中的品格与工作中的品格区分开来，但美捷步公司的谢家华曾经告诉我，最好消除私人领域的自我和公共领域的自我之间的界线。他解释说：“试图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既很困难，又会让人觉得你捉摸不透。”2

从根本上讲，不断变换自己的行事风格会严重阻碍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泽福公司联合创始人吴卡明在患病住院时，他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听着，我们不要把他看成是一个病人，而是仍要把他当成那个我们认识了多年的坚强、幽默和无比聪明的吴卡明。”无论我们身为父母还是孩子，身为老板还是员工，身为导师还是学员，我们都应该记住，用固定的身份来定义一个人往往是无用的，也是无效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所做的囚徒实验表明，我们的身份有可能在“囚徒”和“看守人”之间转换，导致我们偏离自身的品行。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所说：“我们总是伪装自己，因此我们必须小心防备伪装后的自己。”3

人与人之所以能建立起关系，正是基于我们都具有共同的人性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共同的人性中不包括伪装。最基本的人性包括谦逊、自省、正直、共情、开放、慷慨、仁爱、尊重和智慧等美德。尽管我们都在努力培养这些美德，但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它们。当我们不以固定的角色论断人，而是回到人性的根本时，我们就能具备这些价值观。很多优秀的好企业家把自己的职位看成服务员工的机会。对于服务型领导者而言，职位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为身边的人做些什么。如果真正的领导力事关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事关我们如何将职场品质传递给他人，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如果我们忘了自己的头衔，放低自己的姿态，我们就能更容易看到共同的人性。虽然像“美德”和“职场品质”这样的词似乎没有精确的含义，但准确地体现了领导力的精髓：平等对待和尊重他人，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目标，逐渐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如果我们为了自己和他人而选择从善，会带来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够一起做出哪些变化？我们将探讨一些实用的、特别的方法，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美德，比如，通过问自己一些问题，更准确地判断他人的品格。如果我们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多结交好员工和好企业家，我们就能让创造积极变化的机会成倍增加。

要实现这种变化，首先我们要改变自己，然后再相互改变。也许，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能帮助10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发挥自身的潜能，展现美德的力量。每个人身上都有的这种人性因素，使我们能够分享和共同提升我们的美德。在商业社会，人性因素体现在一系列鲜活的价值观和恒久的企业文化中。如果我们能影响深远，让更多的人拥有职场品质，我们就能发现，以人为本的领导力确实能够激发出真实的、惊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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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贾斯廷·考夫林（Justin Kauflin）坐在候诊室里，他的妈妈和他形影不离的导盲犬坎迪坐在他的左右两侧。考夫林天生患有遗传性的眼疾，11岁时他完全失明了。如果其他孩子有这种痛苦的遭遇，可能会一直处于痛苦之中，或者早早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但考夫林却成为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音乐家和爵士乐钢琴家。

在候诊室的那一天，一切像是命运刻意要让考夫林知道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那时，他接到塞隆尼斯·蒙克爵士乐教育机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他被告知已经入围爵士乐年度人物评选的最后12个候选人榜单。这个电话是考夫林一生的转折点。这个场景后来出现在一部纪录片《生生不息》（Keep On Keepin’On）中，并且改变了纪录片的故事走向。这部纪录片讲述了2009年以来考夫林与传奇爵士乐小号家克拉克·特里（Clark Terry）之间的友谊。1接下来的几个月，制片人将考夫林备战最终评选的过程以及特里晚期糖尿病逐渐恶化的情况作为故事的重心。

考夫林于2004年从高中毕业后不久，就与特里认识并成了朋友。之后，两人发展出一段友谊的佳话。考夫林作为最优秀的毕业生，被新泽西州的威廉帕特森大学录取，并获得了校长奖学金。克拉克·特里是这所大学的一名老师。那时，由于患上糖尿病，特里的视力开始下降。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问考夫林是否愿意与特里这位音乐家前辈分享自己失明的感受，这也许可以帮助特里为失明做好准备。

不到20岁的年轻人和已经80岁的老人之间的友谊由此一日千里地快速发展。特里很快就发现考夫林拥有绝佳的天赋和悦耳的嗓音，并主动要当这位音乐天才的导师，就像特里在其非凡的职业生涯中曾指导了无数学生那样。考夫林后来告诉《纽约时报》，特里“在团结乐队和让现场听众开心方面绝对是专家”。2特里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让考夫林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他们之间既是师生，也是朋友。特里为考夫林提供了任何一位青年艺术家或其他人都梦寐以求的机会，向一个真正的大师学习关于人生和音乐的精选课程。在纪录片中，特里与考夫林反复哼唱的场景尤为动人心弦。后来特里说他们唱了无数遍那个片段。两人的关系绝不是单方面的友谊。考夫林以自己的方式报答了特里，在特里接受一个又一个手术的过程中，考夫林成了特里和他妻子的榜样、依靠及亲密的朋友。特里宽慰和指导考夫林，反过来，考夫林也宽慰和指导特里。他们通过克服自己性格方面的弱点，相互以最深切的爱帮助着对方。2014年，纪录片《生生不息》上映。片头是特里写给考夫林的一封信，这封信内容简洁、打动人心，表达了他们深厚的感情：

亲爱的贾斯廷，困难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你所知，你的头脑是你最宝贵的资产。用好头脑，你就能学会我所学到的一切。我相信你的才华，也相信你有着光明的未来。

纪录片《生生不息》最令人难忘的一点是它呈现了两个人之间的尊重、同情和爱。他们之间不仅仅是互为师生的关系，他们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人与人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之后，这种关系会如何改变人生。在该片后面的一段场景中，克拉克·特里的一个学生昆西·琼斯来探访特里，正巧考夫林也在。应特里的请求，考夫林为琼斯弹奏了一首钢琴曲。几天之后，考夫林接到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话：昆西·琼斯音乐公司想要与考夫林签约。琼斯对特里说：“我们想把这个孩子介绍给全世界。”

把握教导关系的核心

回想一下，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注意到美德？谁体现了这种美德？我和我的很多采访对象都会把父母排在首位，其次通常是与自己亲密的人，比如，配偶、亲戚或者亲密的朋友（如考夫林和特里）。有些人提到对他们产生了影响的老师，有些人提到各种职业导师或工作之外的社区成员，比如，随时提供人生指导的宗教工作者。

谁对我的生活和事业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毫无疑问，我的答案是父母。不过这段时间，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产生了疑惑。我们的职业导师是否也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何评价那些在职场中帮助我们成长的人呢？父母、合伙人、亲戚、亲密的朋友都非常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想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提到职业导师、老板或帮助他们提升工作技能的上司呢？

就其本质而言，教导需要付诸努力，需要坚定的承诺。2015年盖洛普调查公司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250万受访者中，大部分员工对工作都不够投入。3这个事实真令人沮丧。盖洛普调查公司对“投入”定义是，员工“对工作和工作单位充满热爱，愿意把工作做好”的态度。在用这个定义来衡量的情况下，只有31.5%的美国雇员对工作很投入。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千禧一代中，这个比例只有29.5%。

有一个采访对象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他在生活中和事业上的最佳导师。我对此感到震撼，这个答案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人天然扮演着教导角色，但又与“导师”这个词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他们没有被授予“导师”这个官方头衔和职位。商界人士能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呢？在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职场之外的人也能像职场上的导师一样影响和塑造我的事业。这些年来，我所在公司的职业导师实际上已经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家人。

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创业项目就是家庭。我们需要做出非凡的工作、牺牲、努力和支持，才能经营好一个家庭。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父母其实就是企业家。与大多数商业领导者一样，他们也试图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为小团队的成长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很少会把家庭看成团队，但也许我们的确应该这么做。反过来，我们应该将工作上的同事看成家人，而商业领导者和企业家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不止一个采访对象告诉我，他们会向家庭寻求动力、指导和帮助。家庭就是一个小团队，能为我们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最具关爱和支持的环境。虽然企业不是真正的家庭，但它仍能从中学到如何鼓励家庭成员和家庭一起成长。朱迪是我的一个采访对象，也是一个“超级妈妈”，她告诉我，她把家庭原则和价值观编撰成册，每天提醒家庭成员要彼此帮助。这难道不是一种教导方式吗？

朱迪列出了四条家庭核心原则，她说道：“家庭就是一个团队，就像一个企业一样，需要核心愿景或使命。对每个人而言，家庭是彼此关爱的地方。我们既鼓励张扬个性，也相互提供支持和帮助。”朱迪拥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在职场上也是一个优秀的导师，对此，我们会感到奇怪吗？还有一些与我关系很好的家庭，他们会在厨房的黑板上写下家庭价值观，好让所有成员每天早上都能看见。我很欣赏这种做法，同时也是这么做的。我写在黑板上的内容以“彼此相爱”开始，以“不抱怨”结束。你可能会觉得这种做法很做作，但我们一家的确经常提到那块黑板上的内容。

有的企业将合伙人和同事当作家人，或者在雇主与员工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这些企业很少将员工才能和经营利润放在第一位，相反，更看重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价值观，而这正是职场品质金字塔所倡导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领导者应该将员工关系作为企业的资产。领导者要想形成这种资产就需要转变态度。领导者和老板们是否能像父母一样思考，是否能把价值观以及对员工的支持与关爱放在优先位置，从而让员工感到快乐、满足？我的出版代理人詹姆斯·莱文（James Levine）曾对我说：“要想转变态度，与同事和员工共同实现成功，关键在于要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关爱员工，但又不要摆出家长式的威权作风。”4我关心你，向你提供建议，不是因为我比你聪明，或者我有这个权力，而只是因为我希望能帮到你。

当我们在商业语境中谈论好企业家时，我们总能想起那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导师，他们践行并体现着企业家箴言：

1．把他人放在第一位。

2．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3．追求职场品质优先于追求才能。

4．在现实与职场品质之间寻求平衡。

5．抓住一切机会践行职场品质，无须等待职场品质发号施令。

企业经营应该从塑造职场品质开始，并与员工建立起良好关系。企业家箴言可以帮助领导者和雇主做到这一点。好企业家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导师，但具有官方头衔的导师却不一定能教出好企业家。

在很多组织，建立导师制度是一项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行为。如果企业根本不相信导师的作用，那么导师制度就会成为一种摆设。如果企业的使命和导师的教诲不仅是鼓舞员工士气的空洞口号，那么它们就能成为企业的指南针与文化优势。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研究显示，尽管很多公司都建立了正式的导师制度，但其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有限。如果导师和学员都认为导师制度是无用的、无意义的，不能鼓舞士气，那么这种制度甚至会对企业产生危害。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贝尔·罗斯·拉金斯教授（Belle Rose Ragins）深入研究了导师制度，尤其是员工工作态度与职业导师制度的建立、质量和机制设计之间的关系。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于2000年完成，涉及不同工作环境的1 100个员工。在这项研究中，她和她的同事发现，设计得最好的导师制度也无法取代导师本人的水平，而员工对导师的满意度也有极大的差异。5她们还得出结论：与没有导师指导的员工相比，那些有导师却没有与导师建立起满意关系的员工并没有从导师制度中获得任何显著的好处。她们把这种情况称为“鸡肋教导”。这就涉及企业家箴言的第一条原则：把他人放在第一位。如果导师制度只是一项程序性的任务，参与者之间没有真正的沟通、关爱和责任，那么这种教导关系就不可能结出果实。导师制度绝不能也绝不应该成为例行公事。

教导质量跟导师与学员关系的好坏程度直接相关。为了建立信任，两人必须要有良好的关系。职场品质金字塔这时可以发挥作用：以真实和同情为基石，在两人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感受到彼此的谦卑、自省、诚信、开放、共情和慷慨。诚信的关系是一种值得信任的关系，它能够最大程度地平衡导师和学员的利益，并允许人们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如果关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导师和学员就能做到相互支持。他们的关系不需要特别亲密像父母对待孩子、合伙人或夫妻关系那样，甚至是特里和考夫林之间的关系，但建立真实而良好的关系是实现有效教导的前提条件。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你准备选择一个导师时，你需要思考：你能与这个导师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吗？与建立任何关系一样，你们需要彼此“来电”。如果除了正式的教导行为，你们之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我的建议是，换一个导师或学员。

有效塑造职场品质

如今的职业教导大多发生在工作场合，不过我强调过，其效果依赖于导师和学员之间的关系。即便两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还必须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教导方式，必须明辨自己正在接受哪种教导方式。

在提高员工的技能之前，导师应该首先致力于打造共同的价值观，深化职场教导关系。在建立共同的能力、明确共同的标准之前，我们需要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有时能找到优秀的导师，他们在价值观和技能方面都能帮助我们进步，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向不同类型的导师学习。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探讨不同的教导类型，现在先了解最常见的一种教导方式。

人们常常将教导的重心放在技能培训和职场晋升方面。虽然这种做法并没有错，但成了主流的教导类型，并被错误地当成了教导关系的核心。拉金斯教授将这种被广泛接受的教导类型定义为：“导师是职位很高、影响力很大的人，他能让你的经验和知识更加丰富，能为你的职业发展和职场晋升提供支持与帮助。你的导师不一定是你所在组织的成员，也不一定是你的直接上司。”6这一定义没有提及在导师与学员之间建立良好关系，也没有提及要在技能之外打造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或职场品质。这句话只是强调，职业发展并不解决你的工作是否适合你，你是否对工作感到投入和满意之类的问题。实际上，每一个职场导师最应该问的问题是：你是否工作得很开心？

如果我们能推导出关于职场教导的领导力理论，那就按照常规理解导师和学员之间的关系。教导技能非常重要，因为组织和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创造良好的结果，就必须不断提升技能。但是，如果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导师的作用，就必须自始至终以提升员工满意度作为教导目标。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地实施教导，导师都需要思考，你是想让教导更像培训，还是更像跟随企业家箴言和职场品质金字塔指引职场品质训练。你应该如何补上每一种教导类型的短板？

我们最想跟导师学到什么？历史上描述导师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术语。在古希腊，缪斯女神是知识的来源，是歌曲创作者和故事讲述者的灵感来源。有些导师更像教练，主要为学员提供心理上的指导和帮助，因为这些学员的专业技能比导师水平高。有些导师是很受人尊重的实干家，比如，手工艺大师，他们指导一帮好学的徒弟。还有一种类型是导师的导师，就像绝地大师尤达(27)那样，年轻的选手都要向他寻求灵感和智慧。那些既能帮助我们追逐梦想，又能让我们脚踏实地的导师，则是真正优秀的导师。

请想象一下你与以下四类人共事。第一类人是你所在行业的“超级明星”，是真正的行业专家，你可以向他学习很多东西。第二类人一直是你梦想的支持者。第三类人是你的战友，能与你在同一个战壕并肩作战。然而，当你走了弯路或遇到困难时，该怎么办呢？这时，第四类人是你可以依靠的人，能提醒你坚守价值观的重要性，能阻止你将短期的失败变成长期的伤痛，能帮助你将逆境转化为成长的机会。最后，你获得成功之后，就很可能会把你体验到的教导制度和你通过该制度所学到的价值观与技能传递给更年轻的同事，谁不想有这样一个团队呢？与此同时，你凭借着自己的智慧，让团队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甚至，你也许反过来成了之前一路帮助过你的导师的导师。

听上去太魔幻，不现实？也许我们的确无法在一个地方或一个人身上获得所有这一切，但只要我们致力于与一群品德高尚的人共事，获得上述教益就并非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想法。虽然我们能否成功取决于自己，但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发现，如果你身边有一群能帮助你成功的人，你就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最终是我们自己决定了如何过这一生，并选择与哪些人相处。而是否想要多结识品德高尚的人，也取决于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导师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帮助。下文探讨的这些角色并不是全然不同的，但常常通过不同的人体现出来。

行业专家

技艺最高超的专家型导师通常都是所在领域的明星人物。他们通过多年的实践和经历才获得了明星地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是行业的守卫者。专家型导师通过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和任务来激励我们。正宗（Masamune）是日本最伟大的铸铁匠，但在他众多的徒弟中，只有10个人被称为“正宗的门徒”。谁是你所在领域的“正宗”？行业专家能让你了解行业的历史、价值观和现状，能帮你更好地理解你所在领域那些领导者受人尊重的原因。专家型导师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智慧，将价值观和技能传授给我们，以帮助我们成为行业中的翘楚。他们应该帮助你识别、确认和利用你的天赋，帮助你发挥出最大的潜能。

事业的支持者

人际关系专家基思·法拉奇（Keith Ferrazzi）说，你需要有一个能“在背后支持你的人”7在任何组织，你都应该找到一个支持你工作的人。有时候，你最需要从导师那里获得情感支持，以及知道有人真正关心你。然而，支持不仅仅是提供建议，还应该是帮你牵线搭桥的实际性帮助。你的支持者通常是你所在组织的上司，他关心你的工作状态，为你的职业发展提供支持。

并肩作战的同事

并非所有的导师都是上司。同事、伙伴、朋友都能成为你的良师益友。例如，你认识了一个新同事，告诉他在哪里吃午饭，向他演示如何使用办公用品，将他介绍给其他同事，你就与新同事建立了良师益友的关系。并肩作战的同事是你的伙伴，要一起完成某个重要的项目或任务。这类导师对你的帮助很大，因为这种关系是互惠的，你们需要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对彼此负责。如果你有这样的同事，你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满意度都会大大提高。原因很简单，谁想独自一人工作呢？

值得依靠的人

如果你需要一个密友或者一个能帮你走出困境的安慰者，你会向谁寻求帮助？值得你依靠的人就是值得信任的导师，他们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他们也许很少帮助你提升技能，却能给你提供客观的建议和富有同情心的支持。我们需要这类人，他们能为我们提供建议，同时又能保护我们的利益，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成长和进步。通常，值得依靠的人是亲密的朋友、父母或社区领导者。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会对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提供帮助，比如，任务的优先化、平衡工作与生活、谨记价值观。

作为学员的导师

我曾询问我的一个导师，在教导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他的回答是：“要时刻准备成为学员。”2020年，超过50%的就业岗位被千禧一代占据。8由于经常投资于新技术领域，我常常遇到比我更年轻、更懂技术的人，我向他们学习了不少东西。然而，导师与学员互换角色不仅仅指年轻人在技术方面教导职场前辈，学员还为导师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向年轻人获得关于工作投入度和领导风格的反馈。此外，如果千禧一代感到职场前辈重视他们的看法，他们就会更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向职场前辈学习。企业应该既鼓励年轻员工的新想法，又尊重老员工的智慧和经验，以打造更灵活、更有使命感、更有合作氛围的职场环境。

回忆过往，我真的像中了彩票一样幸运，我遇到的一些导师不仅是所在领域最优秀的专家，还是品格卓越的人。他们教导我把价值观放在第一位，帮助我发展必备的职场技能和人脉关系。然而，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事实上我拥有不同类型的导师，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些类型。我需要不同类型的导师各展所长，帮助我获得成功。在现实生活中，导师的角色是有交叉的，常常同时扮演两种或更多的角色，但有些导师只擅长某个特定的角色。接下来，我会举一些我的导师的例子，来阐明他们的角色。

实践中的行业专家

谢全仁、马茨·莱德豪森和亨利·麦坎斯都是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导师，也是所在行业的专家。他们分别在战略领导咨询、零售服务和风险投资领域实现了最高成就。我有幸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见解和建议对我在Cue Ball投资公司的事业帮助极大。尽管他们的专长与我的事业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有着内在的关联：我需要为我们所投资的初创企业（风险投资）提供咨询服务（战略咨询），其中一些投资涉及日常消费领域，比如，美甲行业的MiniLuxe（零售服务）。这三个导师不仅仅把他们的工作当作一种职业，还看成一种需要像学徒一样用心去学习的特殊技艺。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得以重新看待什么才是专业技能的最高境界。谢全仁曾教导我，提供咨询服务的人员不仅需要较强的分析能力，还需要得到客户的认可和信任。莱德豪森向我解释说，我们不能仅把商店看成商店。他告诉我：“当你走进一家商店时，你就像走进了一个品牌故事。”故事里的每件事都必须与企业使命和利益相关人紧密相关。9麦坎斯提醒Cue Ball投资公司的所有员工，我们应该真正成为被投资企业的伙伴。他教导我们说，我们作为风险投资人如果想要获得大奖，应该努力获得最佳配角奖，而不是最佳导演奖，也不是最佳主角奖。很显然这三个导师都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专业上的最高境界，但这一点绝非巧合。

实践中的事业支持者

我早在麦肯锡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事业支持者，那时谢全仁和多米尼克·巴顿成为我职业发展的支持者。他们对我的关爱在我身上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Cue Ball投资公司，每个合伙人都要帮助自己的每个员工设定个人职业发展目标，我们会每隔两年花很长时间来讨论这些目标。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在我的第一家创业公司泽福的时候，才第一次真实感受到需要得到支持者的帮助。当时我有幸遇上了一个一流的风险投资家，韦农·洛博（Vernon Lobo），他投资了我们的公司。洛博是Mosaic Capital Partners公司的执行董事，这家公司位于多伦多。他不仅是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还是对我而言真正的事业支持者和值得依靠的人。洛博针对我们的商业模式提供建议，帮助我思考如何更好地打造团队，发展客户关系，并教我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他还支持我针对同事和其他董事会成员所做的决定。

在泽福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决定是否接受一家大型私募股权基金的大额投资。谈判过程有时十分紧张，对我而言，要卖掉公司很大一部分股权，心里很不舍。那时我还很年轻，相对缺乏经验，但我是公司首席执行官，必须由我来做这个关键决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感受到作为领导者的孤独。我在飞往迈阿密，与那些比我更有经验、薪水更高的投资人商谈最终条款之前，给洛博打了电话，问他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迈阿密。幸而，洛博作为我可靠的事业支持者和思想伙伴答应与我同去，让我不至于独自呆在酒店思考交易的关键条款。在泽福成长和起起伏伏的几年间，洛博始终是我事业的支持者。即便我提出了一些非常规的想法，比如让求职者做乐高积木测试，他仍然支持我的决定。

并肩作战的同事

我在离开家就读寄宿学校的第一年，就懂得了拥有一位并肩作战的伙伴的重要性。那时我只有15岁，学业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个能每天一起做作业的同伴，我可能根本扛不住这种压力。从那以后，我始终相信，身边有一个同伴可以让我表现得更好。今天，我有很多同事和商业伙伴，他们与我一起解决各种问题，完成各项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发现投资机会、准备董事会和投资人会议、为年会设定议程。在Cue Ball投资公司，我们举办年会时一般邀请300多位全球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专业人士参与。

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人而言，虽然大多数战友都是同一级别的同事，但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同事共事，那就是找到一个对高级别同事很重要的项目，与他们围绕这个项目展开紧密协作，同时请他们成为你的导师。主动成为“飞机的副驾驶员”，则可以拓展你的影响力，因为这些高级别的同事可能并不会每天与你共事。我在前文分享过，这实际上就是谢全仁的做法。我问谢全仁是否有兴趣针对中国大型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本问题与我一起合作，他欣然应允了，这正是我和他都感兴趣的领域。

实践中值得依靠的人

2000年，我在一场大型科技论坛上做了演讲。会后，科斯莫·卡利亚勒克斯（Kosmo Kalliarekos）找到我。他说他是帕提农集团（The Parthenon Group）的创始成员，这家公司为时尚行业提供战略咨询。他问我是否可以在当天晚些时候再跟他碰面谈谈。我和他很快一拍即合。他是一个很有大局观的思考者，具有感染人心的乐观精神。会面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不知道我们会以哪种方式共事，但他确信我们一定有机会共事。我那时没有料到，后来我很快就成为帕提农集团的高级合伙人，任期达7年，同时担任了集团副董事长长达15年。卡利亚勒克斯成为我最信任和最依赖的工作伙伴。最重要的是，他还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帮助了我，比如，在我弟弟和吴卡明患病期间。如今，卡利亚勒克斯又成了我双胞胎女儿的教父。

实践中作为学员的导师

在Cue Ball投资公司，我努力营造开放和透明的工作环境，鼓励同事们随时提供反馈意见，这能帮助我将工作做得更好。在每一次沟通或教导时，我总是会思考：“我还可以在哪些事情上做得更好？”我是多家千禧一代创办的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因此有机会向年轻人学习。费边·福特穆勒创建了Sandbox公司，现在公司更名为“Thousand”。他和他的同事问我是否愿意担任Thousand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运营着一个面向全球30岁以下的年轻领导者的社区。我与这家公司的往来，尤其是与福特穆勒的交往，促使我思考如何与年轻一代的领导者打交道。

我的导师们都对我的心智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们还教我如何提出尽调问题，以便更好地为学员提供指导。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建立有效的导师学员关系的第一步。

具体而言，我为了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导师，更好地了解我的学员，每次召开教习会时，我都会想起这些问题并向学员们提问。我总是先讨论价值观和原则，然后再悉心聆听学员们的目标。毫无疑问，这是导师所能提出和领会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强调了学员的价值观和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我们常常自以为了解他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想要某人实现的目标与他们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职场品质的核心就是想要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那么悉心聆听学员的目标绝对是极其关键的第一步。

攻克职场品质塑造中的5个核心问题

你在开展正式或非正式的教导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你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你应该让学员审视和明确自己的远大目标。此外，你还应该问学员4个问题：你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是什么阻碍了你的成长？你准备做出怎样的改变？我该如何帮助你？这些问题为增进相互了解和形成共识铺平了道路。你可能会认为，应该采用结构化的指导方法，但根据我的经验，教导应该因人而异。我依次提出的这5个问题是我多年来作为学员和导师总结出来的。这5个关于教导的核心问题能创造出更主动的对话，激发更大的动力，产生更有益于教导关系的实践方法。用你自己的话，尽可能向你的学员提出这些问题，但一定要遵照如下提问顺序：

1．你真正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职场品质金字塔的所有层级。怎样才能让这个学员真实面对自己？你是否带着同情心和同理心在倾听学员？如果学员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他们会采取行动不断追求完满吗？学员的行为符合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吗？想办法鼓励学员，哪怕他们的梦想很奇怪，或者很难实现。在这个教导过程中，你可能会同时扮演专家、支持者和值得依靠的人这三种角色。

2．你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绩？通过提问这个问题，回溯学员的经历，发现他们身上的天赋。此外，你还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对什么事情有热情，在哪方面有能力。

3．是什么阻碍了你的成长？这个问题能够让导师了解学员的行为是否符合他的价值观，是否缺少特殊的技能或核心的人脉资源。

4．为了让自己更快成长，你打算做出哪些改变？这个问题可以帮助学员进行自我反省，并用智慧来指导行动。智慧就是自觉意识到哪些是你能改变的，哪些则不能。导师作为学员事业的支持者和啦啦队队长，可以为学员提供鼓励和心理支持。一个人在脆弱的时候，如果他信任和尊重的人能鼓励他，将对他产生持久的影响。导师要帮助学员采取更多的行动，更高效地实现目标。

5．我能提供怎样的帮助？导师通过悉心聆听学员以及帮助学员实现最大利益，就能展现出慷慨的职场品质。学员是否应该请教能帮助他开阔思路的人？也许你就有并肩作战的同事，能为你每天的工作提供帮助。这个问题是一个机会，能让你从学员那里获得反馈或指导，以帮助你改进与学员的教导关系。通常，这个问题设定了将要讨论的议题，或者明确了下一次讨论的议题。

为了有效地指导，导师需要真正理解上述问题。下一次你开教导会时，先想想自己是否依次问了这5个问题。尽管问这些问题并不难，但要多次练习才能真正理解。你可以试试在与学员共进午餐或晚餐时，很自然地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你可以先问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在服务员上咖啡的时候，与学员分享你将如何帮助他们实现目标。

虽然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教导会上都可以问这些问题，但不应该强制地提问。所以，我们要学习教导原则，成为优秀的导师。

超越普通教导的原则

导师在准备教导会时，不仅要考虑问哪些问题、按什么顺序提问，还要考虑提问的方式以及如何倾听学员的反馈。导师要有诚恳的态度，避免家长式的威权作风，要以正确的方式提出5个核心问题，并悉心聆听学员的回答。导师还要使用恰当的语气，学会理解学员回应导师的方式。

当学员是一件很私密、很敏感的事情。不要忘了在教导中体现出人性关怀。马戈·费登提醒我们，不应当问寒暄式问题。如果你决心指导一个学员，就要对他认真负责。你应该仔细聆听学员对问题的回应，然后给出你经过深思熟虑的反馈和答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持有开放的心智和友善的态度。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谨记职场品质金字塔框架中关于真实、同情和完满的元价值观，以便更恰当地提出问题，倾听学员。关于教导的5个核心问题是很有用的教导工具和清单，但如果寒暄式、流程式地提问，就不会对学员产生好效果。教导必须始于良好的关系。因此，尽管提出正确的问题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以恰当的语气和态度提问。其实，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向学员提出具有实用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接下来，10条建立在企业家箴言和职场品质金字塔基础上的具体的教导实操原则，可以帮助你明白应该何时提出5个核心教导问题，又该如何倾听学员的回应：

1．发自内心愿意帮助学员，用心倾听学员。教导行为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你要用一颗愿意服务学员的心开始每一次教导会。因此，最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提出正确的问题，还是深入而细致地用心倾听学员的回应。真正的倾听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你既要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又愿意用心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导师要保证开教导会的时间够用，还要牢记职场品质金字塔的同情原则，以开放、共情和慷慨的精神教导学员。导师要悉心聆听学员真实的想法，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和目标灌输给学员。

2．发现学员的天赋，并鼓励学员发展天赋。“你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这个问题能帮助导师发现学员的天赋。你在倾听学员的回应时，要注意发现学员真正的天赋，并将学员的天赋和努力区分开来。尽管努力也很重要，但如果你能发现他们的天赋，就一定要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激发他们对自身天赋的信心，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此外，这个面试题也很效：“你最擅长做什么事情？有哪些事情你能比别人做得更好？”

3．多积极乐观，少冷嘲热讽。你在教导过程中应该总是诚恳而坦率的，不过，整体态度应该是乐观而积极的。比如，当学员与你分享一个想法时，你要牢记，应该先尽力思考这个想法的可行性，而不是直接否定这个想法。采用“24×3法则”，在否定这个想法之前，花24秒、24分钟，甚至24小时思考其可行性。导师应该成为付出者，而不是收获者。

4．鼓励学员拥有自己的成功观。对于那些不想走寻常路的人来说，保持乐观的心态尤为重要。如果你发现学员想实现不同寻常的目标，但他们还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你就应该帮助他们表达出来。人们常常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内心想法，因为别人可能认为他们的目标不可能实现。这个世界喜欢循规蹈矩的失败，不喜欢标新立异的成功。作为导师，我们应该鼓励学员实现后者。

5．帮助学员找到使命。无论是传统的职业路径还是非传统的新奇路径，只有你找到了人生的使命，也就是内在的驱动力，你才能游刃有余。你应该让学员在每天的日常工作与想要实现的目标之间求得平衡，就像在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一样。学员可能并不知道眼前的工作与未来的目标有怎样的关系，你应该帮助学员梳理这种关系。导师要让学员拥有一种真实的掌控感，并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6．有意义的角色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更投入。导师要帮助学员认识更多的品德高尚的人。导师支持学员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帮助他们认识那些愿意和有能力帮助他们的人。此外，还要告诉学员，导师有不同的类型，鼓励学员寻找能够弥补他们短板的导师。导师还要帮助学员更准确地察人识人，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框架，用来评估其他品德高尚的人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效果。下一章节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7．分享智慧，但要友善待人，不可以理压人。骄傲是谦逊和开放的天敌。友善总是比对错更重要。不要总是显得自己凡事都很正确，而要像畅销书作家韦恩·戴尔所教导的那样：“选择善良，而不是选择聪明。”10今后，每当你与别人发生争论时，反省一下你是否遵行了戴尔的建议。

8．让学员自己寻找答案。我的伙伴迪克·哈林顿常说，在与同事和企业家共事的过程中，他学会了让学员自己去寻找答案。导师和学员的关系不是等级关系。优秀的导师会放手让学员自己去寻求答案。导师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让学员明白他们真正的目标。

9．让学员掌握“遥控器”。作为主动投资者，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主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知道，创业者问这个问题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确实想知道我们的“主动”能为他们创造多少附加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担心我们的“主动”会干预他们的经营管理。能成为导师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导师需要避免越过行为的界限。我主张由创业者和学员来掌握“遥控器”。有时，导师需要主动让学员接受教导，但通常而言，应该由学员来决定如何接受导师的教导。

10．无论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人，导师应该为人师表。是否遵守承诺是评判一个人品行的核心标准。导师需要履行对学员的承诺，尊重学员。亚当·布赖恩特在《纽约时报》上谈及领导力时表示，他喜欢问观众如何评价自己的上司：“你们是否发自内心地信任和尊重你们上司，他们是否为你提供建议、公正待人，不让你当替罪羊？”只有大约一半的听众回答是肯定的。导师一定要牢记，尊重你的学员！建立信任需要为人师表，始终如一。

打造富有使命感的职场环境

关于教导的5个核心问题与关于提问和倾听的10个原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求尊重他人，按照意第绪语的说法，就是要成为温暖的人。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是成为优秀导师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要践行职场品质金字塔的所有价值观，尤其是同情层级的价值观；意味着要牢记前文提到的10条教导原则，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关照学员。品德高尚的人会问关于教导的5个核心问题，然后关切地回应学员的反馈。如果你也这么做，你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导师。

所有品德高尚的人都是导师，但不是所有的导师都是品德高尚的人。有些导师能够教授正确的知识，但缺乏温暖、同情和关爱。如果我们成为导师，就必须忘记自己与学员是上下级关系。要记住，如果成为导师，就要承担起导师的责任，因为学员是如此地信任我们。有很多医生，专业过硬却不能做到关爱病人；很多音乐家，技艺精湛却欠缺情感表达；也有很多导师能说会道，却不讲究方式方法，他们没有用心教导，以德服人。

2013年，麦克·梅尔斯发布了纪录片《超级模范：谢普·戈登的传奇人生》（Supermensch: The Legend of Shep Gordon）。11片中主角谢普·戈登是好莱坞最有名的天才管理者和经纪人。他发掘培养了艾利斯·库珀、迈克尔·道格拉斯等演艺明星，他还是现代名人厨师和美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戈登是好莱坞经纪人中的异类，他的风格与阿里·古德、杰里·马圭尔及其他明星经纪人大相径庭。他不仅为好莱坞，还为我们每个人设定了极高的标准。

在与戈登相处的几天时间中，我更加明白了为何职场品质能带来成功。无论你是《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管理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与创业者打交道的风险投资人，还是一个明星经纪人，你都必须把他人利益放在优先位置。我们工作的核心使命应该是帮助他人成功，这也正是戈登的职责。如果你和戈登的工作内容一样，你很快就会明白职场品质之于成功的重要性。

在理想情况下，经纪人和业务经理不仅是交易的中间人，还是客户的支持者、密友和顾问，因此，他们也是客户的导师。戈登的客户并不看重他的身份或成就，而是注重他的品德。客户甚至不跟戈登签署合作协议，因为他们信任戈登这个人。最近，我再次联系了戈登，想知道他的工作动力是什么，以及他如何抗拒名声和金钱的诱惑。他的回答是：

人性，善良的人性，特别容易受到挑战。人生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你应对旅程和做出决定的方式即便不重要，却决定了你是否能实现人生的使命。你需要从每一个事物中看出其非凡之处。每当你遇到一个人，你都应该试着发现他身上的非凡之处。人们很难不对非凡的事物动心。我还学会了另一个人生要点，那就是尽可能多地说“谢谢”。当你不断说谢谢并对现有的一切都十分感恩时，你会惊叹于人生的美妙。12

我们天生的美德和人性总是会受到金钱、名声、恐惧和贪婪的诱惑。如果我们身边有很多坏人，我们很可能就会受到他们的负面影响。教导应该帮助人们实现更高的人生使命，帮助他人在一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世界获得成功。我们应该用良好的态度、方式和品行来教导他人，提防自己在教导过程中摆出上司或雇主的姿态，而要做到平易近人。这正是优秀导师的行为方式。

代际关怀（generativity）是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出的一个专业术语，意指人们在中晚年关心他人、社会和遗产的欲望与行为。人们通常在40岁以后有这种基本的人性欲望，因为那时一个人才更全面地了解自身。这个词也表达出了“人之不朽”的意思。我们都会死去，都会哀伤于人到残年，但我们的生命可以通过他人、社会和遗产得以延续，遗产就是我们留下的美好事物。“遗产”这个词被滥用于物质上的东西，而非精神上的东西。你可能有物质上的遗产，却不一定有精神上的遗产。

——谢全仁13

我们在之前讨论完整的章节中，提到了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他认为成人的成长是通过他所说的“自我完整”来追求自我实现的。他还提出了代际关怀的概念，并得到了谢全仁的认同。这个概念解释了为什么教导是留下真正有价值的遗产的绝佳方式。本质上，我们唯一能留下的遗产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美好事物。我们必须相信，对“人之不朽”的追求会促使人们去做更多的好事。如果我们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有义务成为一个优秀的导师和品德高尚的人。

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导师既无私又诚实，能不断地自我反省。他们致力于帮助他人成为最好、最完整的自己，几十年来我也按照这个核心原则去教导同事。有时候最优秀的导师跟父母一样，对你非常有信心，超过你对自己的信心，并总能找到办法将这种信心传递给你。然而，要想成为一个导师并将学员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需要有极大的奉献精神。你愿意为他人的教育、技能和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吗？你愿意付出一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吗？教导不仅仅是按部就班地与学员沟通，更是一种伙伴关系，需要导师对学员的教育、技能、品格和美德付出长期的努力。如果一家企业能够培养出帮助他人成功的企业文化，这家企业就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因为这种企业文化能够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忠诚度和业绩表现。

教导和追求职场品质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的共同点：我们都能具有人情味、美德和品格。这些内在的人性特征将人与人连接在一起。然而，这一切只发生在我们意识到人生的最大成就是服务于更高使命的时候，这种使命就是想办法成为专家型导师、事业支持者、值得依靠的人、并肩作战的战友和作为学员的导师，并在教导过程中做到平易近人、温暖可靠。你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激励自己和他人追求职场品质，并为他人提供非凡的指导。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有效的教导需要与学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导师需要与学员产生“化学反应”，建立起真实而互信的关系，才能结出教导的果实。

·　提出正确的问题。导师要做到有效地教导就需要知道问学员哪些问题和提问顺序。关于教导的5个核心问题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是什么阻碍了你的成长？你将做出怎样的改变？我该如何帮助你？

·　用正确的方式和态度教导。作为导师，你不仅要提出正确的问题，还必须以恰当的方式、语气和耐心来教导学员。教导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要做到悉心聆听学员；帮助学员发现自身的天赋；向学员呈现乐观的精神和使命感；鼓励学员为成功而奋斗，哪怕是非主流的成功；选择善良，而不是选择聪明；为学员的成长牵线搭桥；让学员按自己的节奏来掌控教导过程，让他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寻找和理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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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人识人是一种可以提升的技能。我们选择和谁共事，是自我实现的基础，因为终归我们总是在与他人的互动和共同经历中成就自己。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受到了身边的人的影响。我花了很多年时间，采用了各种方法才明白，我在职场和生活中所获得的成功都反映了我察人识人的能力。美国作家和活动家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曾经说过：“好的判断来自经验，而经验来自错误的判断。”1事实上，我发现很多错误的判断都与人有关。

只有你决定优先考虑合适的人，你才会得到他人尊重，你所在企业的文化才会持久。回忆一下我们对好企业家的一般定义：那些致力于持续培养价值观、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的人。然而，其中存在一个悖论：践行职场品质就是积极影响他人，但我们影响他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影响了我们的人所形塑的。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留给我们或好或坏的记忆和体验，决定了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

如果你想更准确地察人识人，那么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就不能只看他的才能或地位。我们很容易看重他人的名声和头衔，但这些无助于判断他人的职场品质。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识别他人的品格和价值观，尤其是要判断他们是否持守真实、同情和完满的价值观。然而，正如大多数人很难准确界定和解释职场品质及相关价值观的含义，我们也很难准确评判他人。如果我们既想与好员工共事，又必须亲自将他们挑选出来，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才能识别他们，因为这出于我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需要。

事实上，你随时都在评价他人，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你总是在招聘新员工，遇到陌生人，与潜在的合伙人交流，为你的企业引进投资机构。你每天都在与他人发展或深化关系的过程中评价他人。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领导者和员工都能更深入地了解某个人及其品格，但这的确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还有没有更好、更快地识别他人的方法呢？我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使用了大量的工具、诊断方法和框架来分析企业的优劣，但这些都无助于识别和培养好企业家。显然，我们需要拿出一套有效的办法。

成为察人识人的专家

要成为察人识人的专家，第一步是要意识到我们自身的偏见。有两种偏见危害尤甚。第一种偏见是我们将习以为常的东西评判为好的东西。在我思考职场品质和“好企业家”定义的过程中，我的朋友约翰·梅达提醒我不要掉进人性的盲区，人们倾向于寻找和奖励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我们对自己的评价都很高，因此，我们总是会寻求和挑选与我们言行相近的人。

第二种偏见就是我所说的“才能偏见”。我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有才能的人，因为我们习惯于看重戴维·布鲁克斯所说的“简历美德”。我们倾向于将地位或诸如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财富、头衔、称号等外在标记作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这些标准都很有用，但无法帮助我们发掘一个人的内在价值，或者说，无法呈现出一个人的品格和职场品质，包括他是否愿意持续帮助他人。

打造培养职场品质的框架

仅仅意识到和承认这两种偏见，我们就能更理解好员工是什么样的。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增强察人识人的能力，就需要采用一种客观的框架或心智模式，作为筛选好员工的过滤器。我希望本书第一部分所探讨的职场品质语言和职场品质金字塔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偏见。

在明确了职场品质的定义和框架之后，接下来就要设计正确的问题，以判断他人是否体现和践行了职场品质。几年前，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就是如何通过提出10个简单的问题帮助人们更好地评判他人。2文章触及了企业界圈内圈外的痛点，这10个问题都聚焦一个人的真实品格和价值观，而与身份和地位无关。身份和地位是人们常用的评判标准。

领导者总是要做出决策和判断，但要持续正确地评价自己与他人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以下12个问题可以帮助你将职场品质金字塔应用于现实生活，同时更好地理解职场品质和好员工的概念。这些问题既适用于企业招聘，还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准确地察人识人。

1．你认为这个人擅长自省吗？（关于真实的问题）

我非常看重自省能力，因为我相信自省是成功和幸福的核心。你所要评价的人是否能诚实面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他是否有学习新事物的好奇心？他是否谦逊？他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是否一致？

做到自省的方法有很多，但其核心环节是诚实和言行一致。我建议你寻找那些既有想法又能执行想法的人。这种人能记住自己的承诺并持续跟踪进展。此外，你需要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他，并让他做一个心理测试，从而更加了解他的行为偏好。你还可以直接问他每天花多少时间自省。

2．这个人真诚还是虚伪？（关于真实的问题）

虚伪几乎是最糟糕的缺点。我们在餐厅或其他场合都能感受到服务员或其他人对我们的奉承。但好员工不会为了给你留下好印象而刻意讨好你。当好员工表扬或批评一个人时，他们的行为总是出于真实的想法。思考一下，你要评价的人是否谦逊、诚恳，甚至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每个人都会在比自己优秀的人面前感到不自在，但好员工却总能保持自己的本色。要警惕那些在不同人面前有不同表现的人。真实很简单，意味着我们始终诚实地忠于自我。

3．这个人喜欢谈论，还是喜欢倾听？（关于同情的问题）

自信是一种讨人喜欢的气质，但如果一个人说得太多、听得太少，那就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个人了。他是否自以为是？他是否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他是否认为自己无须向他人学习？

从我的经验来看，倾听和关心是息息相关的。倾听是我们最重要的习得性技能。时任麦肯锡全球董事总经理多米尼克·巴顿提出了一种办法，可以衡量一个人是否善于倾听。他会在谈话过程中记下一个人使用“我”这个词而非“我们”的次数。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注意一个人是否是“聊天杀手”，这种人就是总是试图在谈话中胜过对方的人。

4．这个人是付出者还是获取者？（关于同情和完满的问题）

有些人充满了负能量，而有些人则积极、热情、乐观、开放、同情和慷慨。中国有一句古话，意思是付出是最大的回报。你参加鸡尾酒会或晚宴派对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是付出者还是获取者。通过问这个问题，你将很快区分出谁是好员工，谁是吸收正能量的“吸血鬼”。寻找那些喜欢微笑和乐观向上的人，微笑能感染人。那个人是弱化了怀疑的氛围，增强了积极的气场，还是带来了更多的愤世嫉俗的话和负能量？

采用“24×3法则”这个方法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正能量。如果一个人用类似“24×3法则”的方式思考，他就更有可能是付出者，而不是获取者。付出者更倾向于抱着同情的态度倾听他人的想法，因为他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间万物。最后，你还可以问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人比作一首歌，他会是怎样的一首歌？他是催人奋进、激情昂扬的“战斗之歌”，还是让你感到无比沮丧的歌？

5．这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主动应对还是消极应付？（关于同情的问题）

面对同一项工作，有些人牢骚满腹、推诿搪塞，有些人则敢于担当、切实推进。显然，你应该选用后一种人。我记得，我在商学院的一个老同学总是喜欢说：“要应对，不要应付。”

很多人在被要求做工作职责之外的事情时，马上就会说“不”。他们不知道合作和分担的意义，而这正是团队领导者和个体成员之间的区别。我们应该提防那些喜欢消极回应的人，认真分析你所评估的这个人愿意做重要的工作还是琐碎的工作，他是否具备你想要的那种合作能力。

6．这个人如何对待他不认识的人？（关于同情的问题）

我为撰写本书而采访的很多好企业家都有人人都是平等的基本价值观。你应该仔细观察一个人是如何与陌生人、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和同事打交道的。他待人礼貌，还是无礼？他是否不尊重那些社会地位或职业地位低的人？你觉得他会帮助一个陌生人吗？他是否很同情那个需要帮助的陌生人？

人们表现出傲慢、无礼、粗鄙和势利的时候通常是这样想的：我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换了不同的环境和场合，我们可能也会遭受其他比我们地位更高的人的鄙视。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如果一个人轻蔑地对待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你就应该认真考虑是否该录用他。

7．这个人的配偶或朋友如何评价他？（关于真实的问题）

我们身边的人是最了解我们的人，尤其是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人。如果你想招聘一个重要的员工，可以考虑邀请求职者携配偶或朋友与你共进晚餐。在此之前，你需要问求职者，他的配偶或朋友认为他最大的优点和弱点分别是什么。他的回答与配偶或朋友的回答相符吗？你不仅应该花时间向求职者身边的人获取评价信息，还应该向你和求职者共同的朋友获取信息。

这就是“自我评价预测指数调查”。这项调查是询问受试者的朋友会如何评价他们，认为他们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受试者可以通过这项调查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与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有什么差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品格。你应该了解，你所评价的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否与他最亲密的朋友对他的看法一致。

8．这个人遇到过挫折吗？他是如何应对挫折的？（关于同情的问题）

历史非常重要，一个人过往的经历同样如此。我和我的合著者在《热爱、实干、勇气和运气》一书中提到，大约三分之二的创业者在人生早期都遇到过财务上的困难或人际关系上的挑战。在早期经历挫折会比在早期获得成功更容易形塑一个人的品格，而一个人是否具有应对逆境的韧性，是判断其今后的人生能否成功的重要预测指标。

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故意去经历挫折或失败。但如果挫折是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将这种挫折转化为学习成长的机会就至关重要。为什么好员工都很擅长抓住这种机会呢？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他们都有一些相同的做法，比如总结教训并写下来，反思哪些问题是能掌控的，哪些不能；思考自己“下次会做出哪些改进？”。

9．这个人读过哪些书？（关于完满的问题）

阅读能帮助我们形成观念，激发新想法，丰富我们对日常事务的看法。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我们未知的或者还没有完全理解的事物也越多。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世间万物有如此多的认知空白，能够激发我们对知识的好奇心。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经说过：“好奇心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我们了解得越深，未知的神秘也越大。”3我认识的灵魂最有趣的人都是阅读狂人。阅读还能让我们通过故事、比喻和寓言增进对他人的了解。一个人的阅读能力越强，就越擅长以打比喻和讲故事的方式来阐述复杂的思想，并让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具有更宏大的意义。

如果你能坚持一个月读一两本或以上与工作无关的书，这种习惯就让你的经验更丰富，增强你的好奇心，让你将不同领域的思想和知识融会贯通。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世界上最具颠覆性的想法，都来自跨界思考和广泛阅读。

10．你愿意与这个人展开一次长途旅行吗？（关于真实和同情的问题）

这个问题源于机场测试。机场测试是指，当你与某个人被困机场时，你是否能与他相处愉快？你能想象与这个人一起自驾穿越美国吗？为什么能，为什么不能？先不考虑这个人的专业技能如何、推荐人是谁以及你与他在工作上的共同点，你能与这个人和谐相处吗？你们的相处方式是协商、打趣还是沉默以待？这些问题能帮你评判这个人是否适合成为你的长期同事或伙伴，同时还能提醒你认真审视这个人的品格，而不是才能。才能对于日常工作非常重要，但机场测试和自驾测试却能让我们站在长期的角度去审视一段关系。

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品格，就必须让那个人也十分了解你。你愿意让同事了解你吗？你是否会向同事隐瞒一些事情？你是否担心如果你不体现出权力的威严，员工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在本书中，我试图表明，谦逊和犹豫是优点。你还应该记住：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标准和共同的真诚比共同的利益更重要。

11．这个人是否欣赏自己的个性？（关于完满的问题）

能在工作中展现出个性的人并不多。拿棒球做比喻，一个人的个性更多地与他投出曲线球的方式而非与他投出的直线快球有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个性与他的怪癖、特点和独特风格有关，与他日常的行事风格无关。这个人是欣赏自己的个性，还是回避自己的个性？是隐藏还是展现自己的特点？如果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的一切，就能呈现出最好的自己。现在，你应该思考，你评价的这个人如何看待服从权威的重要性？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个性？我们最不寻常的特质定义了我们的个性。有时，仅仅是真实面对自己和自己的个性，就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真实的最高境界之一，就是活出真实的自己。

12．这个人是否具有多维度或跨界思考的能力？（关于完满的问题）

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不同的领域和经历中学习，发展潜力就很有限。我很幸运，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期间上过已故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一门课。我至今还记得古尔德教授介绍“拱肩”概念的场景。“拱肩”是建筑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用于描述两个拱梁之间的空间（如图12-1所示）。古尔德把这个概念应用于进化论。拱肩是一种由进化而非由人为设计所带来的“巧合”和副产品。以鸟类为例，鸟的羽毛最初只是为了御寒，后来才无意中成为飞翔的工具。这告诉我们：要拥抱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空间，拥抱跨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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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建筑学上的拱肩



跟博览群书的人一样，具有跨界思维的人能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开启新的可能性，更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因此，你需要思考这个人是否具有多元思考和跨界思考的能力。

我一直希望创造一种更准确地评判一个人的工具，包括评判我们自己和他人。如果你很擅长评判他人，就更有可能擅长评判自己；反之亦然。

职场品质金字塔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职场品质的语言框架，这12个问题则是实践方法。不过，语言、框架和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我们寻求职场品质和评判他人的教条，而是一种结构化的方法，我们可以借此更好地评判他人，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我们要问身边的人这些问题，还要诚实地问自己这些问题，后者更重要，我们肯定就能发现，追寻美德之路任重道远。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前方的崎岖之路，如何为增进人类的美德做出自己的贡献呢？


GOOD PEOPLE

职场箴言

·　评判他人的职场品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职场品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我们需要站在长期的角度来深入了解一个人。

·　我们对熟人和才能的偏好，影响了我们看待他人的内在品格。意识到这些偏好能帮助我们摆脱偏好，从而把关注重点放在他人的品格上。

·　了解一个人的最佳方式就是运用职场品质金字塔和12个问题。注意你听到的答案是否正确。职场品质金字塔和12个问题有助于你发现职场品质和好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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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舞者在舞台上起舞时，他的舞姿不仅呈现出编舞者的意图，还展现出他自己的人生阅历。他在舞台上的每一个舞步都是他人生经历的结果。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舞如其人的舞者，他想要在舞台上呈现真实的自己。以我的经验而论，非凡的舞者往往也是非凡之人，有着非凡的生活态度、人生追求和内在品格。他们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他们想通过舞蹈向你展现自己。

——舞蹈家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1

践行美德不仅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或者一个好的想法，更是我们的责任。如今承认我们生而为人的责任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历史节点：我们对制度的信任逐渐丧失，国家的各派势力争战，极端思潮成为全球现象，更不要说我们的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和交流都受到数字技术这把双刃剑的影响。

如今，人们普遍对商业领域感到不安甚至蔑视。层出不穷的商业丑闻，安然、麦道夫、大众、富国银行等，让“占领华尔街运动”成为民众抗议收入不平等的标志性事件。然而，我们需要区分积极的抗议与消极的抱怨。就像王尔德作品中的男主人公达灵顿勋爵所说，愤世嫉俗者就是那种“知道每个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每个东西的价值的人”。2

在组织层面，也许职场是最需要培养和传递美德的场合。

然而，对于广义上的商业组织，从初创企业到《财富》500强企业，再到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机构，该如何与其他类型的组织和机构协作，人们有着极为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我们普遍相信，企业经营和资本主义及道德无关。另一方面，我们却认为，只有像公益组织或非营利组织那样去经营企业，才会对社会有益。关于这两种刻板的观念，慈善家和企业家丹·帕洛塔说得很好：“两者都不对，都不利于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协作，不利于找到有效的、创新的和以价值观为驱动的平衡点。”3跟我们对待人物头衔的方式一样，我们应该撕掉我们给组织贴的标签，比如，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公益团体，而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让组织与众不同的核心因素上，也就是员工。实际上，我们能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和任何领域发现美德。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了。

当然，任何人，包括本书所提到的品德高尚的人，都不是完美无瑕的。人类是很复杂的，我们总有对自己的行为不满意的时候。我在本书所探讨的5种职场冲突随时都有可能摧毁我们内在的职场品质。这时，我们需要记住，职场品质是一种长期的追求，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该通过行为的意图来评判自己成功和完满与否，也就是说，要看我们是否在竭尽全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同时也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我很确信通过培养优秀的领导力和打造由价值观驱动的文化，就能在职场品质方面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能体现出职场品质和经济效益是可以共存的。

我认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文化。我们应该将这种文化用于正道。所有的领导者和员工都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组织体现更多的职场品质。但有时候，我们忘了在追求职场品质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是领导者。我们只是需要从帮助他人开始。帮助他人拥有真实、同情和完满的价值观，是一切变化的开端。

在我们携手做出改变之前，真正的领导力始于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然后才是激发他人发生改变。我们需要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他们不仅培养后备人才，还将培养未来领导者当成自己的工作职责。这类领导者将追求职场品质，包括真实、同情和完满的价值观。他们把人生看成任何时候都要努力而为的长期旅程，而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

用更整全的以价值观为中心的理念来践行职场品质，实际上是对以才能为中心的领导力的一种升华，而不是放弃。如果方法得当，践行职场品质的领导者可以成为创造更多职场品质的桥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将真实和同情传递给他人，他们会将感恩和完满展现给他人。践行职场品质的领导者明白，就其本质而言，领导力关乎人，关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帮助身边的人。一切都与人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的共同目标应该是让自己和他人拥有真实、同情和完满的价值观，形成践行职场品质的良性循环。这应该成为每个人的目标。

进而，领导者要帮助员工逐渐成长为领导者，要让员工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如是，你就能真正改变和持续影响他人。反过来，这些好员工又会以同样的方式帮助他人。如果好员工不仅仅在自己的企业践行职场品质，还将职场品质传递给企业以外的人，甚至积极影响了这个世界，那这一切绝对有益于员工所在的企业及其文化。

我们缺少一种通用的语言来定义或描述好企业家，只知道我们希望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希望，我通过企业家箴言和职场品质金字塔提出的语言框架能为进一步的讨论打下基础。在商业语境下，职场品质似乎是很缥缈的东西，你可能会问，职场品质与那些更实际的事物有什么关系？比如，产品、增长和利润。但我相信，职场品质是唯一可持续的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文化的独特性和真实性就能逐渐显现出来。事实上，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员工和文化才是企业实现可持续成长和价值的关键。因而，领导力新增了内涵：领导者需要意识到，在成本收益、资产负债表和股价表现之外，通过帮助员工成长和增强企业更宏大的使命感，他们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变化。领导者应该超越个人英雄主义，成为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践行者与倡导者。

简而言之，如果你愿意站在长远的角度，以人为本，企业赚取的利润将会更多，资产负债表将会更健康，股价表现将会更好。从内布拉斯加家具公司到星巴克，再到美捷步和WD-40公司，以及像Trader Joe’s杂货连锁店这样的非上市企业都是如此，我希望MiniLuxe也这样。长期来看，这些企业持续而良好的表现不过是践行企业价值观、员工观和文化观的副产品。

我们面临的选择很简单：要么选择培养自己的职场品质，让身边有很多致力于帮助他人的好员工，要么反其道而行之。那些成功的领导者总是能持续吸引和培养优秀人才，他们致力于为企业打造面向未来的领导者。如果你对何为真正的领导者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请参考本书提到的好企业家的定义，然后看看你的人脉圈是否有这样的人。我们很快就能发现，生活中那些最受人尊重的人都拥有同一样东西，美德。

我在本书中已经证明，努力追求美德，让身边有很多品德高尚的人，是对工作和生活而言最重要的领导力决策。我还提到，美德始于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自省，勇于在失败中不断成长。音乐家阿曼达·帕尔默曾说：“践行美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认清自己和他人的弱点，另一方面我们要拥抱这些弱点，努力爱自己和他人。”4几乎每个人都有积极、深入地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你看到你最爱、最关心的人时，你绝对相信他无所不能。无论那个人是你的孩子、朋友、同事还是社区成员，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相信人的精神意志蕴藏着无限的潜能。静下来想一想那些曾经或正在帮助你塑造品格的人，他们可能是你的家人、老师、朋友、教会牧者和工作伙伴，正是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向你伸出了援手。反过来，你又会将自己的天赋、能力和智慧传授给谁呢？

这就涉及我写作本书的最后一个目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从本质上讲，我相信我们的人生有着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帮助尽可能多的人。我们不仅应该与品德高尚的人建立和发展亲密关系，还应该致力于帮助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发现并实现连他们自己都没能意识到的潜能，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如果我们试图以积极的方式影响我们最亲密的人，结果会如何呢？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恰当的方式主动影响他人，为他们提供随时践行美德的工具，结果会如何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致力于为10个人的生命带来积极的改变，帮助他们塑造美德和品格，结果会如何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包括帮助他们适应学校的生活，帮助他们在职场成长，也包括帮助他们在学校与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先选择一群人，然后将我们的知识、经验和美德传授给他们，让他们能更好地做出决定，以正确的方式做事情。我们很可能需要一代甚至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唯一重要的领导力决策。你可以选择10个人作为重点帮助对象，但同时还要与更多的人谈论美德。你应该践行职场品质金字塔和企业家箴言中的价值观。在招聘员工时，你应该既看重才能，还看重态度、价值观和职场品质。你应该向富兰克林学习，学会问自己：我今天践行了哪些美德？

我希望通过这些行为扩大美德的影响力。此外，这么做还可以为我们的商业、社区，甚至整个世界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积极变化。回顾一下企业家箴言，你能在一生中激发10个人养成职场品质吗？

企业家箴言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做出5个承诺，帮助10个人。记住，变化始于自省。然后，定义和践行职场品质。当我们试图调和现实与职场品质的冲突时，职场品质就体现在我们人生的所有方面。我们还要记住，无论我们扮演什么角色，都可以成为他人的导师。每一次交流，我们都能影响他人。那些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细小举动，一旦汇聚起来，就会产生惊人的效果。职场品质是通过服务他人体现出来的，也是通过组织、文化和人与人的互动方式体现出来的，即便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互动方式。在个人层面，我们所做的事情比我们自认为的更为重要。摄影家保罗·奥特布里奇曾说：“没有任何物体自身就有颜色……如果一个物体要依赖光才会有颜色，那颜色就一定是光的一种性质。事实也正是如此。”5就像颜色一样，我们无法靠自己成就美德，而是要依赖于他人发出的“光”。

我的导师亨利·麦坎斯的话最适合作为本书结语。他曾经告诉我：“虽然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如果你可以积极改变10个人的生命，他们再改变另外10个人，这样接力下去，你就能改变整个世界。”6

我们都有带来积极变化的潜能，首先是改变自己，然后鼓励尽可能多的人践行正确的价值观。无论你是怎么做的，你都需要问自己：你会选择践行美德吗？你践行美德的目的是否不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成就他人？

你将要帮助哪10个人呢？


后记

我对职场成功的思考与探索

探讨美德和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话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所以我想就企业家箴言、职场品质金字塔涉及的方法论多说几句。

反省人生经历。我取得的任何成绩都离不开很多品德高尚的人的指导和鼓励。他们有些人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有些人则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我要感谢他们与我分享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帮助我成长，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素材。事实上，正是这些亲密的私人关系激发了我撰写本书，让我回忆那些积极改变我人生的家人、导师、同事和朋友。在写作过程中，我想起我帮助他人的场景，也记起在察人识人方面犯下的错误，特别是在企业经营和风险投资过程中错判了很多员工与创业者。我想知道，我和我的公司怎样才能识别出一个人具有的职场品质。我想明白，为什么我们错失了那些好员工，尽管为数不多。事后来看，我们当时应该怎么做才好？本书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在记录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希望给大家尽可能多的启发。

梳理文献。这是写作非虚构类作品的重要步骤，本书也不例外。几百年来，从基督教到佛教，从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到亚伯拉罕·马斯洛，从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到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宗教、心理学和哲学领域有太多探讨美德的著作。然而，为什么我们还是没能理解何为美德，何为品德高尚的人，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商业领导者喜欢从硬技能和胜任力方面谈论美德与品德高尚的人，几乎闭口不提以价值观和文化为代表的软技能。然而，软实力才是真正的硬实力。当代有些著作深入探讨了商业领域的美德，比如戴维·布鲁克斯的《品格之路》，奥利弗·萨克斯的《感恩》，以及史蒂芬·柯维、汤姆·彼得斯、丹尼尔·戈尔曼和肯·布兰佳等人的很多商业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当代学术研究文献以及卓越领导者的传记对于我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参考，帮助我确立了美德原则的主线和框架。

一手研究。我对本书的最满意之处，就是我和我的团队通过采访调查所做的大量一手研究。我们采访了大约100个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解释了自己对美德的见解，讲述了那些在生活和工作中帮助他们成长的人的故事。我们还与非营利机构“共享工作室”（Shared Studios）合作，面向全球征集对美德的看法。共享工作室创始人艾马尔·巴克希（Amar Bakshi）和米歇尔·莫格塔德（Michelle Moghtader）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将涂成金色的船运集装箱悬挂在世界各个地方，集装箱侧面装有可弹出的视听网络系统，人们可与该系统互动。在共享工作室的帮助下，我们鼓励全球各地的陌生人在这个系统平台上交流美德话题，回答诸如“你如何定义美德？”和“你有对你特别好的人吗？”之类的问题。生活在墨西哥城、纳什维尔、旧金山，以及阿富汗和还有其他地方的人参与了这次互动，他们为我构建关于职场品质的语言框架做出了贡献。这里举一个例子：

墨西哥城的人：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谁？

纳什维尔的人：我想，对我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是我的一个老师。她帮我发现了自己的个性、兴趣和人生的使命。你呢？

墨西哥城的人：我？我认为有两个人对我很重要。第一个人是我祖母。她对我充满了爱。她教会我很多东西，比如，她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应该坚守美德。另一个人是我的高中老师。跟你的老师一样，他让我认识了自己，明白了人生的目标。

然而，利用任何新技术进行的交流也无法替代与采访对象面对面的长时间交流。本书最有深度、最引人入胜的内容都来自面对面的采访。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甚至几天，与那些受人尊敬的人共处，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这些深度访谈都是包容而开放的对话，为美德的内涵增添了意外的、中肯的、宝贵的意见。

最令人难忘的故事之一来自我认识了将近20年的一个好朋友，我认为我非常了解她，暂且称她为简（Jane）。一个周末，我问简是否愿意分享她对品德高尚的人的理解。简的职业生涯令我惊叹，她从一个年轻的普通职员成长为一名很受尊敬的知名企业高管。尽管在采访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她的一些经历，但在采访中她还讲述了不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有时，我们开怀大笑；有时，我们沉浸在静心深入的交谈中；有时，我们不禁热泪盈眶。这是我做过的最真实、最自然的一次采访。

简的童年很不幸。父母都是酒鬼，她从小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17岁就开始独自谋生，根本不敢奢望读大学。她的父亲嗜酒如命，喝啤酒、伏特加，最终死于酒精癫痫，死时只有48岁。简有兄弟姐妹，但她不想过多谈论他们。鉴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她只是说，她根本没有机会与兄弟姐妹发展手足之情。

简还记得早年那些阴雨晦暗的日子。她的记忆无疑是有选择性的，但她告诉我，她宁愿失去这些记忆。有一次，母亲在屋子里追赶醉醺醺的父亲，当时，父亲扬言要烧掉自己的衣服。简还记得她开始第一份正式工作之后不久的尴尬时刻。那时，她正在上班，母亲给她打电话，让她赶紧回家“帮忙”。简只好告诉新认识的老板，她需要马上回家处理家务事。当简赶到家时，她发现家里的家具四处散落在房前的草坪上。简说：“那些家具袒露在那里，就像令人羞耻的裸女一样。我们被父亲驱逐了，无家可归了。”简突然意识到，她该离开这个家了。

我和简一起回顾了她的职业履历。简通过效力于优秀的公司、服务于优秀的同事和老板，在每一段工作经历中都得到了提升。一路走来，简学会了欣赏细节、专业和慷慨。她回想起她的第一个老板，在她接到紧急电话回家的第二天，老板给了她一笔钱。他告诉简，她可以在家里多待几天，直到把家务处理好为止，他承诺她不会因此丢掉这份工作。

那天，我和简聊到深夜，她讲述了很多拥有不同美德的人的故事。我们都认同，我们所认识的品德高尚的人都展现出了真实和自省的一面。简自己也不例外。简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谈到了信仰在她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她身边那些值得信赖的品德高尚的人的重要性。简说：“有时候，我会感到脆弱、沮丧、不堪，甚至无路可走，我不知道是如何走出那段艰难岁月的，但我知道，我很幸运，身边有一群好人在帮我。”

访谈尾声，简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激，并对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独立的成功女性感到满意。她总结说：“风雨之后见彩虹，最艰难的日子也可能是最美好的日子，我们只需要善待自己和他人。”

我一直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奋斗、来之不易的成就和韧性中发现美德。但在采访简之前，我绝没想到她也是如此。简就是最适合讨论美德的采访对象。之后，我告诉我的一个记者朋友：我感觉我与简的对话就像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故事会》（StoryCorps）栏目。他告诉我说，这让他想起了已故广播主持人斯图兹·特克尔的采访方法。

斯图兹·特克尔拥有无与伦比的采访技巧，可以挖掘出名人和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故事。特克尔在作为作家和芝加哥WFMT电台主持人的45年职业生涯中，访谈时间超过了9 000个小时。特克尔是我的偶像之一，因此，我很想学习他的采访风格，从采访对象身上挖掘出人性和品格的本质。

我建议你听听斯图兹·特克尔的电台录音，然后模仿他采访一到三个对你产生极大影响的人。你可以找一座花园，或者一家人少的咖啡馆，或者家里的安静之处，花上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听听他们的人生故事。你可以先问他的成长经历，然后问他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你要记下影响他的人，他人生失意和痛苦的低谷以及成功和喜悦的巅峰，询问他现在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也就是他真正的使命和梦想。记录下他的故事，然后你们交换身份，向他讲出你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你问他的问题正是他希望别人问他的问题，反过来，他问你的问题也是如此。我跟《纽约时报》记者亚当·布赖恩特学到了一招，并喜欢在采访时提问：“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品格，你希望从你母亲身上继承哪种品格，从父亲那儿呢？”我们还在共享工作室的船运集装箱上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你什么时候最早了解美德的？”你应该允许自己在采访过程中展现出脆弱的一面，这样，别人也会对你展现出脆弱的一面。相互展现脆弱的好处是，我们都能从对方身上获得特别的、难以得到的东西：真实的人生故事。只要多进行几次这样的采访，我们就能明白什么是品德高尚的人。跟我们一样，你可能也会发现，人们在美德方面的共同点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人，也都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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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肯·布兰佳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管理大师，在人才管理、企业管理领域获得无数奖项和荣誉。他近年出版了新书《服务型领导力的实践智慧》（Servant Leadership in Action），本书简体中文字版已由湛庐策划引进，即将面市。——编者注

(2) 本杰明·格雷厄姆著作颇丰，他和戴维·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被称为“投资者的圣经”，已由湛庐策划出版。他的传记《华尔街教父格雷厄姆传》已由湛庐策划出版。——编者注

(3) 伍登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便你赢了对手，但你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你仍是输家；即便对手赢了你，但你发挥了最佳水平，你就是赢家。——译者注

(4) TED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同时也是“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设计”（Design）的英文单词缩写。TED在全球运营TED大会，邀请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值得传播的理念”，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它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TED演讲的秘密》一书揭示了让演讲内容打动人心的秘密。本书简体中文版已由湛庐策划出版。——编者注

(5) Chipotle是肯德基旗下的墨西哥玉米煎饼连锁店，Redbox是麦当劳旗下的DVD自助租赁公司。——译者注

(6) SAT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考试，SAT分数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的重要参考。——译者注

(7) Workday是美国一家提供人力资源解决方案的公司。——编者注

(8) 阿蒂克斯·芬奇是小说和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男主角，被誉为“英雄律师”，同时也是一位好父亲。——译者注

(9) 埃比尼泽·斯克鲁奇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的主角，他从一个守财奴转变成一个大好人。——译者注

(10) 西蒙·斯涅克是美国著名的广告营销专家、领导力哲学专家。他的著作《如何启动黄金圈思维》《无限的游戏》已由湛庐策划，分别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19年和2020年出版。——译者注

(11) 菲利普·津巴多是美国心理协会前主席，曾荣获“心理科学终身成就奖”，被誉为当代心理学的形象和声音。其唯一自传《津巴多口述史》和其他知名著作《不再害羞》《雄性衰落》已由湛庐策划出版。

(12) 作者的意思是，如果该实验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实验的成果也许会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在盲目服从纳粹邪恶的指令。——译者注

(13) Yelp和Glassdoor都是美国著名的点评网站，前者主要涉足餐饮、旅游等消费服务领域，后者主要是企业点评和职位搜索。——译者注

(14) 布鲁克林街区位于美国纽约，曾以脏乱差著称。——译者注

(15) 艾尔·赫什菲尔德是美国著名漫画家，他擅长运用简单的黑白线条描绘各界名人，被誉为“线条之王”。——译者注

(16) 这句话出自孔子《论语·雍也》。英文直译的意思是：选择一份你热爱的工作，每天工作就不会成为你生活的负担了。——译者注

(17) 这本书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人的经济行为，其简体中文版已由湛庐策划出版。——编者注

(18) 米隆加是指一种风格近似于探戈的流行舞曲的音乐形式。——编者注

(19) 独角兽公司指估值达到十亿美元的初创公司。十角兽公司指估值达到百亿美元的初创公司。——译者注

(20) 超级碗是美国橄榄球联盟年度决赛，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竞技比赛之一。——译者注

(21) 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巴菲特控制的上市公司和投资主体。——译者注

(22) 这是退市的另一种说法。——译者注

(23) 艾薇塔是贝隆夫人的原名。音乐剧《艾薇塔》中的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享誉世界。——译者注

(24) 安妮·弗兰克是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女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贝尔森集中营，去世时还不到16岁。——译者注

(25) 在这一节，vulnerability有时指不确定性，有时指脆弱、犹豫。——译者注

(26) 在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是代达罗斯的儿子。代达罗斯告诉他，在天空中飞时不要靠太阳太近，否则用蜡和羽毛做的翅膀会融化，就会摔下来。但伊卡洛斯过于自信，没听从父亲教导，结果从空中跌落丧生。——译者注

(27) 尤达是美国《星球大战》电影系列中的人物。他的内力非常深厚，在800年间培养了众多高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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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忘掉数字化，进入游戏空间

汪立耕

“乐高认真玩”方法中国区推广人

微软前全球战略总监

北京双手思考科技创始人

缘起

2021年是乐高®认真玩®方法（Lego® Serious Play®，简称乐高工作法）首次推向市场20周年。2001年刚进入市场时，它还不叫“乐高认真玩”，而是被称作企业实时战略（Real Time Strategy for Enterprise）。

就像新冠肺炎疫情一样，组织领导者时时面临全新的、往往不可预知的挑战，迫切需要非常规的应对手段。在快速多变和难以预测的环境下，管理决策者可以用简单指导原则（Simple Guiding Principles，简称SGP）来简化任务环境、启发决策、应对变化。

在疫情中，微软、谷歌、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这样做的。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在《好战略，坏战略》一书中，提出了好战略的三大核心要素：调查分析（当下发生了什么），制订指导方针以应对重大困难，以及采取一系列连贯行动。这就是“乐高认真玩”方法的第六个和第七个应用技术，我们称之为突发事件和决策演练，以及提炼简单指导原则（详见第4章）。大道至简。

乐高工作法正是为看不清楚的未来应运而生的。

在过渡空间认真玩耍

“你只有在玩的时候才能真正学习”。成人的专注和孩子玩游戏时的全神贯注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乐高工作法为团队提供了尝试创新、探索、连接、解决难题的游戏空间。这一在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之外、在事实和幻想之间的过渡空间，让团队挣脱现实中条条框框的束缚，拥抱相异的看法和概念、未来的场景和环境，对毫不相关的几种思想进行综合梳理，经历建设性的对话和讨论，获得新的觉察和认知，从而建立信心和能力。一旦达到平衡，我们会产生新的期待，开始另一个玩乐的回合。

在人类心智的形成过程中，模型搭建和游戏中的创造性活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乐高积木模型作为个人和团队认知的“过渡客体”，联结了“内在心理现实”与人们共同感知的“外在世界”。

管理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在时间和空间里，在生理和心智活动中，在个人心理现实与真实客体之间“认真玩”的人，才能专注、浑然忘我、形成心理认同、展现完整人格、发现自我，进而有能力处理外在现实，这才是创造力的起点。在实际工作坊中，学员们在有限的时间和有场域感的搭建空间里，在个人心理现实与真实客体之间自由穿行，进而有能力处理外在的商业现实和挑战。

斯坦福大学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教授在思考人类和企业行为时，表达了对贯彻目的性、一致性和理性至上的质疑，提出了要在“理智术”之外，辅以“愚蠢的技术”这一观点。我们需要一种机制，它能够允许我们做一些蠢事，摆脱理智逻辑的束缚，那就是玩耍。

未来的组织，要为玩耍、愚笨留下广阔的空间。

在现实世界中构建隐喻模型来构建知识

“地图不是疆域。”“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包括自然空间、心理空间和隐喻认知空间。

隐性知识的提出者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认为：我们知道的比能说出来的要多。在组织活动中，更多的是我们尚没有觉察且很难表达的“不知道我们知道”的知识和智慧。在社会和企业里，包括非正式和难以明确的技能或手艺，我们常常可以称之为“秘诀”（Know-how），隐喻模型是乐高工作法的核心，或者说是它有别于其他乐高积木搭建形式的重要差异——我们从来不搭建任何有形的物件。隐喻不是思想的外衣，隐喻就是思想。通过隐喻模型，我看见了你的所思；通过对话和澄清，我明白了你的所言。

隐喻并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它还是人类思维过程的一种机制，一种用于理解抽象的概念和事物的重要机制。我们理解复杂的概念或事物的过程其实就是以隐喻“映射”的过程。在企业应用中，个人和团队搭建模型，用言语叙述，开展团队对话，做出身体动作。积木隐喻联结内在心理现实与人们共同感知的外在世界，社会环境中的隐性知识从而得以呈现、分享和收获。

积木作为一种媒介介入，在隐喻和场域的空间中支撑起组织学习的发展和意义社会的建构。它既是个人心智模式被照见的过程，也是组织变革中激发共同看见的能力、调动内在承诺和能量、产生行动动力的过程。

用手助大脑一臂之力

“双手是人类最智慧的工具。”

人类的手独一无二。人类的对生拇指（也就是大拇指）和其他四个手指相对，让人有了抓握工具的能力。大拇指领先进化，进而演化出携带、改造工具的能力，确定了人类文明的统治力。大脑中控制手的活动的区域分布在几个不同的部位，面积达到大脑皮质的1/4。

科学家认为，手是使人能够拥有高度智慧的重要器官。手是人的第二大脑，发挥动手能力的过程就是大脑创新思维后的实现过程。

在乐高工作法中，我们用双手搭建模型，从而构建认知，用搭建具象的模型进行抽象的思考，用手引领大脑思考。

触觉和认知之间有紧密的联系。除了传统学习中的视觉、听觉、动觉等，双手触碰积木的触觉在“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中成为独特的认知构建途径。对生拇指，双手搭建，触摸积木。心理寓于身体，心智具有具身性。乐高工作法是具身学习的方式。

想象力是我们感知看不见的东西的心理能力，是人类独特的能力。手脑并用时，人们可以用想象力来解决企业最复杂的问题。

组织变革的悖论是，你不能通过改变人来让变革发生，你只能创造影响变革发生的环境，而人会在环境中选择改变。在过渡空间中游戏，在安全的场域中，用双手搭建模型，让自己被倾听，被接纳，被认可，从而让变革发生。

人是不能被改变的，除非他感觉到被看见；人是不能被改变的，除非他感受到被触碰。用双手触碰，在空间中玩耍，身份改变。

人工智能时代珍贵而稀缺的能力

综上所述，“搭积木，讲故事”包含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转向，以及行动科学和战略过程的实践转向，用双手构建认知的社会建构的身体转向，这些就是乐高工作法的底层逻辑。

2010年10月，我第一次去丹麦，懵懵懂懂走进罗伯特·拉斯穆森（Robert Rasmussen）的工作坊，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方法会如此深刻地改变我的人生。2016年9月，我协助佩尔·克里斯蒂安森（Per Kristiansen）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了有12名学员参加的“乐高认真玩”基础认证课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同时也打开了一片令它开枝散叶、蓬勃发展的新天地。

现在中国有近200位国际认证“乐高认真玩”引导师，全部由罗伯特或佩尔认证，天津大学下设“乐高认真玩”“动手实验室”，惠普（中国）、美国通用电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乐高认真玩”引导师也在各自的机构中做过沙龙分享。我也和中国“乐高认真玩”社群一起参加过全球、亚洲及国内的年度峰会。LSP引导师林卓然、王昕洋、孙宁莉和王芳也参与了对本书章节的审校。

此书是一份邀约，欢迎你带着身体和双手，进入这个尖顶直触天穹的宏伟的“乐高认真玩”大教堂，进入“乐高认真玩”方法的明亮空间，进入全球及中国教练社群。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过量的视觉影像与高度发达的移动技术使得人们身心俱疲。身体既是认知的主体，也是认知的客体。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要恢复身体性的自己，弱化信息性的存在。

德国文学家、哲学家席勒说：“只有当人成为完全的人时，他才游戏；也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一切从身体出发，用双手思考，解决企业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忘掉数字化，进入游戏空间，欢迎进入“乐高认真玩”世界。


测一测　你能用乐高工作法打造优质企业吗？

·　乐高集团只是想扩大市场，所以才开发出乐高工作法。这是对的吗？（ ）

A．对

B．错

·　乐高工作法只是激发创造力和创新的工具。这是对的吗？（ ）

A．对

B．错

·　“认真玩”就是“带有明确目的的玩”。它的目的就是（ ）。

A．玩的开心

B．破冰

C．在工作间隙休息一下

D．使参与者积极参与、解锁新知识并破除惯性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

扫描下面二维码查看本书更多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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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乐高工作法的潜力

我们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读者介绍乐高®认真玩®方法。我们将解释该方法形成的缘由、过程，以及它获得了哪些理论的支持；同时，还将给出一些相关示例，向你展示它是如何为全球各种组织机构提供帮助的。本书并非向你提供一本流程手册，介绍如何使用五个简单步骤就能改善业务，而是带你踏上了解乐高工作法的旅程。

你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或许，你总觉得自己未能充分发挥与生俱来的潜力，并为之苦恼，这可能会是你阅读本书的原因。或许，你在观察自己或者别人的孩子玩耍时，会思考是否有某种方法能够将玩耍中互动的力量带入组织中去。或许，你相信团队合作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而你想找到一种释放它的方法。或许，你观察到在专业项目中，许多人心怀善意，却始终无法携手前行。也或许，你只是对何谓乐高工作法感到好奇。

上述种种，都不失为阅读本书的充分理由。我们的目标在于帮你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同时解答你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其他问题。

然而，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写这本书呢？

正如我们将在序言之中所述的，乐高工作法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一条坎坷崎岖之路。其商业模式和运营机构也已屡次发生变化。然而，或许其中最关键的难题，在于把握对乐高工作法的了解，进而定义这种方法。最终，其定义向我们展示出，它是一套严谨的方法，让我们得以更加清楚地理解何谓乐高工作法，明白它的用途以及它是如何为团队创造价值的。

很自然地，我们持续探索这一方法，对它的理解会变得更加透彻，会不断收获新的领悟。如今我们对这一方法的认识与应用维持在稳定的水平。自我们培训出第一批引导师以来，已经过去20多年(1)了，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多种组织，包括政府机构、全球化企业、大型银行、初创企业、国际制造公司以及其他实体。在整本书中，尤其是在第11章，我们为读者提供了各种案例。简而言之，乐高工作法将它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的时机已然成熟。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为什么由“我们”来撰写乐高工作法的故事？

自乐高工作法的发展伊始，我们就全程参与，有时通力合作，有时各自担当。在过去的10多年中，我们都一直致力于推动各种项目和计划，这些项目和计划无一不与乐高工作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乐高工作法只是一个概念想法时，我们就参与了该方法的开发；无论该方法是由乐高集团的独立子公司Executive Discovery所拥有，还是它属于乐高集团内部的业务部门，我们都参与了该方法的管理工作。首批引导师培训计划以及首版引导师培训手册皆由我们参与制定和执行。刚开始我们以Executive Discovery员工的身份，随后又以乐高集团员工的身份，许多年来一直为世界各地的团队开办工作坊并提供培训计划。如今，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二人都各自拥有并经营着一家专门从事乐高工作法相关业务的组织：罗伯特创立了拉斯穆森咨询公司（Rasmussen Consulting Company），佩尔与他人合伙创立了Trivium公司。这两家公司的总部均位于丹麦，致力于乐高工作法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应用。

我们的工作仍以乐高工作法为中心。我们为全球各地的多种组织定制设计并交付工作坊，还运营“乐高认真玩”引导师的认证课程。认证课程除了以我们各自的公司名称开展，有时也会以“乐高认真玩大师级培训导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Master Trainers in the LEGO SERIOUS PLAY method）这个共用的名称进行全球推广。最后，我们成为乐高集团的咨询顾问，与乐高集团开展密切合作、支持乐高工作法的持续发展。

回顾乐高工作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少关键时刻，是许多专业人员、粉丝、朋友、盟友、使者等和他们不懈的坚持，使这个方法得以生存下来并保持发展势头。这些人不胜枚举，由于篇幅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在此重点提及克伊尔德·科尔克·克里斯蒂安森（Kjeld Kirk Kristiansen），他是乐高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乐高集团创始人的孙子。正是由于克伊尔德提出了一种别样领导方式的创见，从而催生了乐高工作法。他一直将乐高积木视为一种能够帮助人们释放潜力的语言，并且他很快就意识到，通过乐高工作法，这种语言能够在企业董事会中应用。克伊尔德认为乐高工作法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正是由于他的坚定信念，这个方法才能屡屡转危为安。若没有他，就不会有任何关于乐高工作法的故事，也就不会有本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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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所讲述的乐高工作法，是一段旅程的小结，而这段旅程早在20多年前就迈出了第一步。乐高工作法的出现，既非为了将乐高集团的业务范围扩展到新的市场领域，而制定有意识、有预谋的长期战略；也非为了应对市场需求，由市场部门所想出的对策或者新想法。

事实上，如今被称为“乐高认真玩”的这一方法，在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连一个名称都没有。那时，它仅在乐高集团内部使用，公司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方法，激发组织成员以更富想象力的方式来制定战略方向和计划，以此来释放组织成员所蕴藏的潜力。

早在1994年，乐高还是一家私有公司（如今依然如此）。克伊尔德那时不仅是公司的第三代接班人，而且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时乐高集团已经稳坐行业龙头20多年，它的未来前景同样一片光明。然而，其中也存在着少许隐患。电子游戏这样的新型玩具正在进入市场，孩子们的游戏方式也各有不同。并且，由于成熟行为越来越低龄化，人们经常会用“小大人”来形容孩子们。

乐高集团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因此，克伊尔德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转向了他和他的领导团队在制定战略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技术。他对领导层商讨的结果不甚满意。乐高集团做的是让玩家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业务，但制定新战略以及战略方向时所采用的方式却毫无想象力。

与此同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巴特·维克托（Bart Victor）教授和约翰·鲁斯（Johan Roos）教授正在研究新的战略制定方法。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乐高集团的领导力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教授还为乐高集团提供咨询服务。在团队中采用的传统战略制定方法上，维克托教授和鲁斯教授与克伊尔德有类似的经验。1996年，克伊尔德与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们意识到，传统的战略制定方法给他们带来了类似的挫败感。他们三人都认为：

·　人是组织成功的关键——人们能够做好，也希望做好。

·　战略是实践，而不是存在于文件夹中的文件。

然而，这些原则并没有发挥作用。人们既没有发挥出自己拥有的全部潜力，也没有将战略运用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中去。于是，克伊尔德决定通过成立独立的乐高子公司Executive Discovery，来资助针对这一难题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目的在于使乐高工作法能够在公司内部得以应用，并且使教授们能够在真实世界的环境中进一步推进其学术研究。在战略制定、复杂自适应系统、领导力和组织行为方面，鲁斯和维克托都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就这样，作为推动这一研究的组织，Executive Discovery应运而生。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教授们抛却了文字、便利贴和白板等他们常用的思考工具，转而利用乐高积木来呈现他们的战略概念。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你往董事会桌上放一大堆积木，并要求人们“砌造出自己的战略构想”，那么他们的想象力就会像孩子那般源源不断，同时，这种练习还将为与战略制定相关的概念，如身份、形势以及简单指导原则等注入生机。迄今为止，这些概念仍然是许多“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在实际运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这些试验性会议的前45分钟内，会议室中虽然充满了欢声笑语，但预想的结果并没有出现。显然，仅靠积木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新的思维方式以及更丰富的想象力。

这些令人沮丧的经历，带领乐高工作法走向第一个关键路口。这仅仅是一个不可能奏效的糟糕想法吗？还是说，该方法中依旧缺失了某些东西？当时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些有趣的战略概念，但对于如何将这些概念套用于积木之上依然一无所知。1999年，乐高工作法遭遇了第一次生存危机。

但是，Executive Discovery的董事会决定暂不放弃它。董事会询问当时的乐高教育公司研发总监罗伯特，能否考虑“乐高认真玩”这一想法的可行性。罗伯特答应了，同时他继续在乐高教育公司任职。罗伯特在Executive Discovery的同事经常说，他在两家公司都倾注了百分之百的心血——对乐高教育百分之百投入，也对“乐高认真玩”百分之百投入。

罗伯特开始研究如何将他所拥有的关于儿童学习和发展的知识，运用到成人环境中去，以及战略制定中去。他和一个由兼职的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小型团队一起，着手展开研究，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开发出了乐高工作法。随着他们工作的不断深入，相关的战略概念已不仅仅是理论而已。2001年，作为一种“针对团队思考、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技术”，乐高工作法的第一个版本成功出炉。

该版本历经了20多次迭代，使用了无数块乐高积木。其间，罗伯特的妻子吉蒂无数次帮助他将所有的积木分别装入小的保鲜袋中，作为试用套件供研究使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教授将乐高工作法的原型用于真实的公司会议中，以确定积木的何种使用模式能够在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一致的结果——这也正是“乐高认真玩”规则的起源。到2001年底，该方法的流程已经能够在不同团体之间稳定开展，不仅效果喜人，而且具有可复制性。同样在2001年，他们培训出了第一批引导师，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负责乐高工作法的推广和运作。

开发工作中涌现的主题之一，是让不同团队的成员能够认识到他们所属的整个系统的价值，进而让他们更好地展现全局、应对未来。从涉及团队角色、关系和文化的观点出发，使人们全面了解他们当前的系统，并使用特定的情景来对系统进行测试，团队成员便能够以更强的信心、更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全身心的投入，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乐高集团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克伊尔德的这个冒险试验。乐高工作法的开发也没有在丹麦乐高集团的总部进行。罗伯特研发该方法的基地，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偏远农舍。在位于瑞士洛桑的“想象力实验室”中，鲁斯和维克托及其团队以他们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对该方法的过程进行了试验并记录了结果。

自乐高工作法于2001年下半年投入市场以来，至我们写作本书时，已经过了20多年。在过去的20多年中，乐高工作法多次历经生存挑战，但这些挑战都与其流程本身无关。事实证明，乐高工作法的效果比最初预想的更加喜人，通用性也更强。

到2002年，成熟稳定的培训模式已经形成，我们开始为美国和欧洲的引导师提供培训计划。2004年，佩尔修改了针对引导师的“乐高认真玩”培训计划，以进一步强调该方法所包含的一系列应用。2006年，罗伯特定义并构建了该方法的应用技术，使该过程更易于应用到业务、团队和个人发展等广泛的主题中去。最后，在2010年，我们重新组织和完善了培训计划。在历经数次微调和更新之后，这个引导师认证计划最终形成并一直沿用至今。

从2002年到2010年，乐高工作法经历了一系列挑战，屡屡涉及如何将其商业模式融入乐高的价值链中去。这个想法是克伊尔德的心血结晶，非常符合他的价值观。到了2002年，Executive Discovery所肩负的任务就不再是单纯的研究了，它同时还需要将乐高工作法推向市场。

2001年，在英国注册的Executive Discovery关闭，转而在美国注册了新公司Executive Discovery有限责任公司（后面均指这家公司），新公司设在康涅狄格州。罗伯特辞去了乐高教育的工作，成为Executive Discovery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席运营官。维克托和鲁斯也在新公司任职，维克托担任兼职首席执行官，鲁斯担任董事会成员，同时他们仍继续他们的学术生涯。

为什么克伊尔德要专门提供资金，创办乐高集团的姐妹公司Executive Discovery有限责任公司，来研发同属于乐高集团名下的“乐高认真玩”产品呢？

克伊尔德的这种做法出于四个原因。第一，他知道像这样出于个人兴趣而开展的小型项目，极难符合乐高集团高效批量生产玩具的预期。如果在乐高集团提出开展该项目的设想，市场部门和制造部门将会立即反对。第二，该项目将会有多大的商业潜力很难预估，通过将其置于乐高主流产品之外，克伊尔德得以将其风险降至最低。第三，他希望这是一个长久的项目，而不是只能风靡一时的“下一个大项目”。

第四个原因，则暗藏在公司名称“Executive Discovery”之中。克伊尔德担心，由于乐高“玩具”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乐高认真玩”作为一个与乐高主流产品竭然不同的新项目，反而可能更难引起人们的兴趣。如此一来，乐高的名字非但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反而会成为不利因素。同样，他希望新公司的名称能够体现出该项目是为在董事会和高管办公室中制定战略而设，它的重点应在于“认真玩”，而不是“乐高认真玩”。

2001年，佩尔正式加入罗伯特的团队，成为第一批员工之一。佩尔负责将“乐高认真玩”产品引入欧洲市场。为顺利开展对“乐高认真玩”引导师的培训认证计划，我们组成了认证课程主培训师团队。2001年到2003年底，Executive Discovery有限责任公司的团队由10名风格不同但均高度敬业的人员组成，他们分别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和田纳西州、意大利米兰以及德国慕尼黑工作。

回顾过去，我们庆幸自己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天真。我们深信世界对新事物的开放态度，世界也为迎接我们了不起的项目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决定开发一种伙伴关系商业模式，即任何组织一旦完成了由Executive Discovery有限责任公司所授权的引导师培训并取得合格证明，我们便会与其签署合作伙伴合同。

早期一系列失败尝试的结果，让我们决定选择与已获授权的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乐高工作法的价值并非来自乐高积木，而是来自积木和流程的结合。这种商业模式使我们能够控制相关知识产权和随附套件的获取权限。第一批引导师于2001年9月完成培训。2002年1月，在引导师的培训计划经过调整之后，“乐高认真玩”项目便正式启动了。

2003年底，乐高工作法面临第二次生存危机。它并未像预期中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纵然有诸多亮点和成功案例，但总的来说，我们离真正实现我们的愿望还很遥远。

尽管乐高工作法的运作和效果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在市场上推广和销售它的困难程度却远超我们的预料。通过媒体报道，我们得知，乐高工作法几乎不可能摆脱“玩具”形象。事实证明，不仅创立公司成本太高，而且Executive Discovery有限责任公司还存在着组织架构不当的问题。加之公司成立早期就存在的财务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导致Executive Discovery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12月底彻底倒闭。随着该公司团队的解散，乐高集团获得了所有相关的知识产权，Executive Discovery有限责任公司一直以来与鲁斯和维克托两位教授的合作也随之终止。

2004年初，乐高集团仍身陷生存危机之中，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而奋斗。在这种境况之下，公司对继续发展乐高工作法意兴阑珊。幸运的是，在公司内部有几名经历了该方法整个发展历程的员工代表，如果没有他们的奉献，乐高工作法如今将不复存在。正是这些人挽救了乐高工作法的命运，他们不仅确保了在公司内部建立起相关业务线，并为此提供了继续开发和推广所需的资源。佩尔担任该业务线的总监，并在位于米兰的基地开展工作，而罗伯特则开始在美国建立起自己的“乐高认真玩”业务。

佩尔回到乐高集团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考虑“乐高认真玩”业务的商业模式，修改相关文档材料并调整培训方案。此外，为了证明保留该业务线的价值，公司还要求他提交其利润和销售额信息，并要求他在2004年底之前上交。因此他也开始着手完成此项任务。

遗憾的是，乐高集团在获得“乐高认真玩”业务的知识产权后，就将原始的建立合作伙伴模式发展成了缴纳授权费用的模式。这样做也是为了增加“乐高认真玩”特别套件的销售收入，只有与乐高集团成为合作伙伴或者与之签订授权合同，才能购买这些套件。

乐高集团希望，该业务线能够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有机增长。因此，该业务线奉行的准则就是，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和投资来维持生存并保持增长。“乐高认真玩”业务线达到了这些目标，整条业务线的发展似乎稳定了下来。2005年下半年，佩尔离开了乐高集团，在其他公司担任领导职位。但是，他仍以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身份，继续参与“乐高认真玩”业务线的工作，并与罗伯特一起，继续代表乐高集团为其他组织提供引导师培训。

到2007年为止，该业务线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虽然该业务线做到了维持生存并保持缓慢增长，但有人已经意识到这并非长久之计，是时候做出变革了。摆在该业务钱前面的路有两条：要么直接放弃，要么加速推进。2007年前后，乐高集团选择了加速推进该业务线的发展，因此，负责“乐高认真玩”业务线的员工都开始制定新的战略。这条加速前进的“快车道”导致乐高工作法走向第三次生存危机。

“乐高认真玩”业务线的员工想要制定一个能够创造足够收益的战略，以在乐高集团内部扩大该业务线的专门团队，并进一步发展该业务线。他们最终制定的战略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通过在每个地理区域内任命一位主要合作伙伴来发展合作伙伴业务；其二，在公司内部提升为终端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即开发“乐高认真玩”咨询服务。

该战略计划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并于2007年启动。为了发展该业务线，乐高集团聘请了一位新领导。新领导上任之后，开始在公司内部组建新的团队，并计划于2008年将新战略推向市场。罗伯特也成了这个新团队的一员，他在2008年初和家人回到丹麦，以兼职的形式加入“乐高认真玩”团队，同时继续做着他在美国的“乐高认真玩”业务。他的职责是培训引导师，并审查新应用的开发情况。佩尔则成为新成立的合作伙伴理事会成员之一，时常以外部资源的形式为该团队提供支持。

到2008年，战略计划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事实证明，整个新团队对“乐高认真玩”的方法、乐高文化和领导力的理解都极为有限。最终，到2008年底时，罗伯特认为自己除了离开乐高集团、离开“乐高认真玩”团队之外，别无选择。2009年初，就在战略计划的实施刚刚起步时，乐高集团解雇了新团队的领导者。这一举措不仅搁置了“乐高认真玩”业务加速前进的新战略，还使其陷入了第四次生存危机之中。自2002年以来，“乐高认真玩”业务的从业人员社区不断壮大，这些人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继续使用该方法来开展他们的业务。因此，他们仍需要渠道去购买由乐高集团生产和销售的特殊“乐高认真玩”套件。

2010年5月，乐高集团准备向“乐高认真玩”社区宣布其新战略。然而，此次的新战略既非“放弃”也非“加速”，而是“成长”！自2002年该方法的商业模式推出以来，乐高集团一直有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对于向终端客户提供服务的合作方，乐高集团必须完全掌握对他们的培训、认证以及授权过程。乐高集团认为，如果不将此过程牢牢把控住，公司就会极易面临品牌体验受损、该方法沦为一时潮流的风险。

“成长”战略使人们能够以一种类似于“开源”的方式使用乐高工作法，这种方式被称为社区模式。由乐高集团独家提供的认证培训不复存在了；之前“只有与乐高集团成为合作伙伴或者与之签订授权合同，才能购买特殊的‘乐高认真玩’套件”这一规定，如今也取消了。乐高集团决定给该战略为期两年的试行期。如今“乐高认真玩”概念已经广为人知，乐高集团希望这一更加开放的新模式将能够使该方法获得显著的成长，并希望已经成熟的社区能确保该方法在实际运用时与其核心价值保持一致。“成长”战略减少了乐高集团在提供“乐高认真玩”材料和支持方面的参与度，乐高集团通过一个专门的网站来为社区提供支持。乐高集团每年还会举办一次以分享最佳实践为目的的年度会议。

试行期在2012年中旬结束时，乐高集团内部和外部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乐高工作法以及由粉丝和实践者所组成的社区已经实现了成长。试行期的成果完全达到了乐高集团对维护品牌质量和推广实践质量的期望，因此，乐高集团决定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保持“乐高认真玩”品牌的活力。乐高集团还承诺，盈利与否将不作为判断是否继续发展该业务线的决定性因素。最终，乐高集团将该业务线的部分责任转移给了乐高基金会。乐高基金会由克里斯蒂安森家族所创立，是一家与乐高集团有着紧密联系的非营利性基金会。

在成熟的“乐高认真玩”社区中，甚至不乏一些从一开始就热衷于实践推广该方法的人，那么，该社区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群体。事实证明，该方法在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中东等各个地域、各种文化、各种语言环境中，都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该方法中蕴含的原理和技术似乎有着极强的普适性。

如此一来，你可能会想问：“乐高认真玩”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既然自开发以来已经过去20多年了，它又是如何在保持形式不变的情况下仍旧适用于当下的呢？实际上，它可能比刚开发出来时更具吸引力！请试想一下，你有一辆车龄10年的老车，它可能仍能满足你的出行需求，但如今它对你而言可能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尽管两个世纪以来，汽车的基本组成部分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由四个车轮、引擎、座椅和方向盘构成，但是，与2003年的汽车相比，2013年的车往往具有更好的燃油经济性和安全性，驾驶起来更舒适，设计更时尚，并且带有GPS定位功能。

将这个比喻用在乐高工作法上恰到好处。粗略看来，它似乎与之前相比没有变化，依然有着同样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细看就会发现，如今的版本比2002年推出时要复杂得多。现在，这个方法具有“更好的燃油经济性”，即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驾驶速度更快”，即如今它的应用更具针对性；“从仪表盘到驾驶员等各项信息更加全面”，即该方法的整体设计都已得到了极大扩展。如今，我们对乐高工作法应用流程的引导，都是建立在对它的科学理解之上的，而不再像最初的开发阶段那样，仅凭直觉和假设。

如果我们沿用汽车的比喻，那可以说2002年的乐高工作法就像是福特T型车(2)，“颜色任你想，黑色供你挑”。而到了2014年时，“这款车”就拥有了前文中所提到的各种品质。虽然它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现在它拥有了多种版本供你挑选，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对其进行定制，以满足自己的独特需求。

从一开始孕育乐高工作法到现在，它已进入青少年时期，一路走来，实在是无异于一场“艰辛并快乐着”的旅程，一路上我们收获颇丰，同样也历经波折。如今，仍是如此。一路上的收获使我们感到快乐，此处的收获并非指金钱上的回报，而是见证该方法的使用者（无论是组织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获得洞见和体验。

在接下来的15章，我们将带你走进乐高工作法的世界，让你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科学体系，了解它的原理、步骤和具体应用，以及我们曾在何种场合用它来解决过何种问题。最后，我们还会与你分享，对于该方法未来的持续发展，我们有哪些期望。我们将从第一部分“认识乐高工作法”开始，探讨该方法存在的缘由及其关键要素。

多年来，许多人通过乐高工作法获得洞见，并把这形容成他们“从此改变人生”的经历。对作为读者的你而言，这本书带来的影响也许不及改变人生的程度，但是，一切皆有可能。请享受其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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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部分将介绍乐高工作法的全貌，或可称为“乐高认真玩的版图”。这部分涵盖有助于了解这套创新方法的四大重点：

1．企业需要一套能提供高效解决问题、逐步进化，以迎接挑战的方法。

2．乐高积木的本质，其背后所蕴藏的力量与历史。如何在乐高工作法中使用积木，以及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不同。

3．我们所说的“认真玩”究竟有何含义。

4．上述三点如何合而为一，成为我们所定义的乐高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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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序言中介绍了乐高工作法的发展历程，也讲述了乐高集团司所面临的挑战。自2001年底、2002年初以来，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类似的挑战却变得更加清晰和紧迫了。以我们的经验来说，乐高工作法能成功揭露许多商业与经营管理层面的问题症结，同时也为企业组织带来了改变，因此，乐高工作法有持续应用的必要。

乐高工作法能够从三方面提供解决方案：

1．打破20/80会议模式，创造投入性；

2．引领解锁新知识；

3．破除惯性思维。

我们将以上三方面按此特定顺序展示（如图1-1所示）的原因在于：管理者必须打破20/80会议模式，使每一名与会者都能积极参与到会议中；一旦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引领每个人解锁新知识，终能破除人们的惯性思维，挖掘出令人惊讶的新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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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乐高工作法创造价值的方式



在描述这三种挑战类型时，我们的侧重点并非在内容上，而是在其动态或结构上。这无疑与我们视乐高工作法为一种语言的观念一致。在面对任何复杂问题时，管理者可能都会希望能够超越20/80会议模式、解锁新知识，并破除惯性思维。

因此，让我们来更深入地探讨这三种类型的挑战。

打破20/80会议模式，创造投入性

图1-2形象地展示了许多企业组织多数的会议形态：处于心流状态或缺乏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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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典型的20/80会议



会议通常由一名或两名资深人员和（或）会议召集人主导，且他们享受会议过程。从人数上来说，他们占全部与会者的20%，但整场会议80%的时间都由他们占用。故此，我们称之为“20/80会议”。更糟的是，这些人通常也只发挥其全部潜力的70%～80%，来解决会议中提出的问题。剩下80%的与会者为解决问题所做出的贡献更少，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不仅如此，由于整场会议给他们带来了消极体验，所以当会议结束后，他们很可能还会将这种消极情绪带入工作中。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一旦与会者中有几个主导性强、性格外向或思维敏捷的人开始发表看法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控会议的进程和讨论问题的角度。会议缺少民主的流程，来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与被倾听的权利和义务。

此类会议通常还有一个特点，即与会者的身体姿态表明他们游离于对话之外，而没有参与其中。他们会把椅子向后推离会议桌、散漫地坐在椅子上，或是瞥向窗外，或是在智能手机上查看电子邮件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更新信息。这些肢体动作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其心不在焉没有投入的精神状态。

不论是20/80会议模式，还是心不在焉的状态，都将导致低效的面对面会议。此类会议的“注意力密度”（attention density）很小。我们将在第7章进一步讨论注意力密度，在此，我们只需知道，它指的是“我们关注某件事物的时间长短以及强烈程度”，其中的“强烈程度”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倾听、“倾听+目睹”和“倾听+目睹+接触”。如果与会者给会议带来的新见解、新想法极为有限，甚至没有，那么也就不可能产生新的解决方案。这些会议甚至可能具有破坏性：或是因为与会者未能参与创造价值的活动；或是因为未能解决会议中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抑或是因为此类会议本身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甚至让与会者产生了压力，而这种压力会给人的大脑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管理者和领导者需要开展100/100会议，即100%的参与者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并且每个人都贡献自己100%的潜力。

引领解锁新知识

当管理者能够开展全员积极参与的100/100会议时，就将面临一项新的领导力挑战：引领解锁新知识。具体来说，管理者必须解锁三方面的新知识：会议室里的知识、人们对系统的理解，以及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之间的连接。接下来，我们来逐一探讨。

会议室里的知识

管理者的第一项任务，是在“知识”方面做出角色转变。如今，我们每个人都能接触到海量的数据和信息，全部记住或全部处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对于给定的主题，我们甚至不了解或者不确定自己究竟拥有多少相关的知识。因此，当我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团队，并且团队成员也非常渴望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出解决方案时，作为领导者或管理者，我们的工作就在于解锁个体的知识以及团体的共识。

上文指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人们常常不清楚自己知道什么，这无疑使得上述挑战更加艰巨。这种现象与我们大脑的复杂构造有关，我们会将一部分知识储存在大脑深处，而将另外一些知识储存在大脑皮质或海马体等不同位置。因为我们并不总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究竟掌握了多少知识，我们有时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知道什么。

我们将在第7章对记忆做更深入的探讨。此处，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是：若想针对企业和活动进行创新改革，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充分调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以此来发现往往会令人惊讶的潜在共识。此外，如果我们想有意识地对某项活动进行改革，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团队层面，都需要明确这一目标并达成共识。否则，我们就无法引领解锁新知识。

对系统的理解

管理者的第二项任务是解锁员工对整个产业系统及其特点的理解。其中包括创建一种文化和流程，使员工能够理解组织需要持续地探究、感知并做出反应。由于当今大多数组织都在复杂自适应系统中参与竞争或协作，因此完成这一任务也随之变得更加迫切。由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经常会出现突发状况，因此解锁员工对系统的理解就变得至关重要起来。如果系统经常出现突发状况，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预测出单个变动将如何改变整个系统。此类突发状况通常具有不断变化、不可预见的特点，并能够改变整个系统的原有状态。

领导力挑战不再意味着在简单系统（simple system）(3)中获得成功，甚至也不再意味着在繁杂系统（complicated system）中获得成功。在过去的简单系统中，领导者只需对信息进行理解、分类并做出反应即可。彼时，在此类系统中，采用固定的最佳方案以及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虽然在繁杂系统中，理解信息变得更具挑战性，但也并非不可行。员工可以对这种理解进行分析并做出反应。专家们往往能够在繁杂系统中取得出色表现，由此，我们可能会思考，当应对此类繁杂系统中的竞争时，“管理者即专家”的范式是否就是组织的自然反应。

然而，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中同样会出现突发状况。因此，管理者和员工不能以消极的方式去收集信息。他们必须积极探究系统，从中学习，然后做出反应。在此过程中，各方将会对彼此产生更多的影响，全体成员也将和系统共同发展，这也正是我们需要解锁“理解”、达成共识的原因。

这个过程还包括理解团队当前身份，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以及这将如何改变系统。在复杂自适应系统中，我们可以将团队的身份视为这个系统中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特色。此外，该过程还要求团队成员能够对“能够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有深刻的认识。最后，管理者还必须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控制。

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之间的连接

管理者的第三项任务，在于解锁公司宗旨与员工目标之间的连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项任务取决于组织在解锁员工对系统的理解时所取得的成果。如前文所述，这是一种基于理解团队身份的能力，而管理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团队的目标。

通常来说，如果管理者能够将组织目标与员工目标连接到一起，那么不仅员工的参与度将会得到提升，组织的运作将会更加良好，而且员工的满意度将更高。将组织的和员工的目标连接在一起，便能使多方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同时，各方之间还能构建起更有意义的关系，从而使包括客户在内的各方均能受益。

许多人指出，如今员工流动率越来越高，并且相较于公司的目标而言，他们往往更加重视自己的个人目标。因此，如果公司能够将自己的目标与员工的目标连接起来，那么，当组织处于关键时刻时，便能以更强大的适应力和更敏捷的速度去应对挑战。

破除惯性思维

如前文所述，如今员工不仅能接触到海量数据，而且通常还拥有非常深厚的专业知识。管理者面临的挑战不仅包括如何解锁员工所拥有的知识，而且还包括如何破除他们的惯性思维。

人类倾向于寻找符合自己认知的方式，一旦找到一种，便会故步自封。对于某一主题，如果我们拥有非常深厚的专业知识，往往就会确信自己需要寻找的是什么，并局限于此。虽然我们能够找到符合我们认知的数据，但我们也会无意识地忽略那些与我们认知不相符的信息。这无疑使我们错过了许多发现其他方式的机会，而其他方式往往不仅能带来诸多惊喜，而且极具价值。

关于上述现象，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和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为研究“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的概念所做的一个知名实验——“看不见的大猩猩”。(4)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需要观看一段视频，视频中有两组年轻人分别站成一圈，传着篮球。实验要求被试统计其中一组年轻人的传球次数。在视频播放到中途时，有一个打扮成大猩猩的成年人走进了圈子中间，大力捶胸，然后咆哮起来。然而后来，大部分被试都表示自己没有看到这只大猩猩。原因很简单，这些被试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统计传球次数上。这种选择性聚焦同样出现在柯达公司，该公司一直未能重视数字摄影，这很可能就是其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美国电影租赁连锁公司Blockbuster由于忽视了流媒体视频的兴起，而成为竞争对手奈飞的手下败将。然而，这并非一种新鲜现象。1878年，英国邮政局的总工程师威廉·普里斯爵士（Sir William Preece）曾说：“美国人需要电话，但英国人则不然。我们有足够的邮递员。”显然，他也将注意力放在了错误的数据上。

因此，管理者的第四项任务，是帮助团队成员破除惯性思维。当团队成员试图寻找符合他们认知的解决方案，并在接受了第一套方案之后就停滞不前时，管理者需要让他们以不同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去进一步探索，以发现新的模式，新的模式往往能够带来令人惊喜的新解决方案。Scurri是一家位于爱尔兰沿海地区的互联网初创公司，下文将以该公司为例来阐明，其管理者及创始人是如何通过乐高工作法来做到这一点的。

利用乐高工作法开发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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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互联网初创公司Scurri成立已有数年，它不仅成功完成了两次融资，而且组建了一支优秀的团队。公司奉行埃里克·莱斯（Eric Ries）所提出的“精益创业”（Lean Startup）理念，又以阿什·莫瑞亚（Ash Maurya）所提出的“精益画布”（Lean Canvas）(5)为工具，来聚焦其主打产品。除此之外，公司还以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Alexander Osterwalder）所提出的“商业模式画布”（Business Model Canvas）(6)为工具，来拓宽其战略思路。

议题：为了加快Scurri公司规模的增长，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认为，整个团队都必须了解整个商业模式以及其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整个团队由7人组成，进行了整整一天的讨论。该工作坊是以商业模式画布为基础而设计的。团队以这个画布工具为框架，探索了核心活动、核心资源、价值主张、重要伙伴以及客户细分等元素。

结果：在工作坊中，Scurri公司重新定义了其价值主张，选择了两个新的客户群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并根据新客户群进一步确定了几家重要的合作伙伴。团队成员还将讨论的所有内容都记录在“商业模型维基”（Business Model Wiki）中，供后续使用。Scurri公司如今已经成功扩张到英国，完成了更多融资，并仍处于高速成长阶段。

考虑需求

在我们列出的所有需求之中，贯穿始终的是，管理者希望并需要去打造一个更优异、更具可持续性的企业。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管理者就必须解锁一些未知的事物。这些未知的事物包括：每名员工所拥有的知识、团队的共识、他们关于系统的知识、员工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联系，以及通过破除惯性思维所能发现的惊喜。

一旦管理者能够利用乐高工作法来解锁上述未知事物，他就能够给员工和组织都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1．从个人层面来说，乐高工作法能够使参加此类工作坊的员工改变他们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改变他们对待变革的态度。

2．从组织层面来说，乐高工作法能够改变组织的运作方式。举例来说，此类变化可能发生在组织的方向、愿景上，也可能发生在成员之间做决定的方式（文化）上。

然而，这些挑战是如今才有的吗？是我们的时代所特有的吗？或许不是，因为变革永远都在加速，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下面是一段摘自1867年《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的经典内容：

毫不夸张地说，相较于人类以前的所有成就而言，在最近的50年中，我们完成了更多的事情，获得了更丰富的发现，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对于光、移动和通信这三个至关重要的领域而言，我们这一代人所取得的进步，足以令历史上人类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所有成就相形见绌。

别的不说，这段文字最起码有力地提醒了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洪流之中，并且，变革永远都在不断加速。因此，管理者将会面对更难解决的问题、更紧迫的开发时间、更快的变革速度，不一而足。

要想更好地应对这种局面，关键在于把握住系统的特征，以及此类复杂问题出现的时间节点。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访问海量数据和信息的时代，但人们既无法很好地理解这些信息，也无从得知如何在个人知识与共享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正是这种时代特征，催生了人们对乐高工作法的需要。

除此之外，由于我们正在进入“高科技”（high tech）和“高接触”（high touch）两种力量同时发挥作用的时代，因此，掌握平衡这两种截然不同但又可能互补的力量的能力，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高科技为人类互动提供了一系列虚拟化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集思广益时无须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等相对简单的技术，也包括虚拟现实等较为复杂的技术。但与此同时，许多个体和组织也会刻意选择面对面的互动方式，以增强互动时的注意力密度。

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平衡正在形成：虽然虚拟互动日渐增多，面对面互动日益减少，但是人们对面对面互动的结果将会有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远非如今现实中的互动结果所能及的。人们将会要求更大的注意力密度，将会制定一系列行为准则，来确保会议室内的每一名参与者都全身心地投入互动之中。

想要满足上述对高接触会议质量的要求，就必须从三方面着手。你或许已经猜到了，这三方面正是：打破20/80会议模式、引领解锁新知识，以及破除惯性思维。这无疑使乐高工作法有了用武之地。

乐高工作法旨在应对这些挑战，并从深化理解、增强信心和提升参与度三个角度来提供附加价值。该方法以一个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和学习科学（learning sciences）的特定组合作为其独特的引导方式，来实现这一点。通过这种方式，它创造了一种能够激发个体潜力、增强团队联系的语言。这种语言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正是乐高积木实物，以及乐高积木在乐高工作法中的特殊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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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高工作法中，参与者必须回答一系列层层递进、不断深入的问题。以特意选择的乐高积木作为工具，每名参与者需要通过构建自己独特的三维乐高模型，来回答问题。小组讨论、知识共享、解决问题、制定决策等都以此类三维模型为基础。可以说，整个乐高工作法都是构建于乐高积木之上的。

最典型的乐高积木是红色的4×2积木砖，如图2-1所示。8块4×2积木砖就有915 103 765种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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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乐高4×2积木砖



60年来，无数儿童和成人用各式各样的乐高积木，拼搭出了他们眼中或真实或虚构的世界。当然，也有很多父母曾不小心踩到这些积木上，而发出过痛苦的叫喊声，甚至一两句咒骂声。

1949年，乐高集团创始人奥尔·科尔克·克里斯蒂安森（Ole Kirk Christiansen）和他的儿子戈德弗雷德·科尔克·克里斯蒂安森（Godtfred Kirk Christiansen）对英国发明家希拉里·费舍尔·帕格（Hilary Fisher Pag）的“自锁式积木”做了改进，乐高积木的历史便自此开始。帕格发明的积木上有两排栓柱，每排4个，孩子们能够用这些积木来搭建小房子之类的模型。克里斯蒂安森父子对原始积木所做的改动并不大，他们将新积木重新命名为“自动拼插式积木”。从上面看，新积木与我们如今所熟知的积木非常相似，但其下方是空心的。

1949年版本的积木与2014年版本的积木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早期的积木相互之间并不能牢牢扣住，玩家只能将积木堆叠在一起。因此，孩子们搭建的结构不仅极易倒塌，而且他们无法利用叠积木的方式搭建出斜屋顶的结构。乐高集团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历经了数千次试验，才于1958年成功完成了最终的设计，并为该设计申请了专利，从而使乐高集团发展成今天的样子。

对于乐高积木拼搭在一起时完美契合的特点，乐高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作“咬合力”（clutch power）。在2013年出版的《乐高：创新者的世界》（Brick by Brick）一书中，作者戴维·罗伯逊（David Robertson）曾解释道：“半个多世纪前，乐高集团在历经了一系列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的试验之后，终于找准了积木拼搭的关键——咬合力，正是这种咬合力使乐高积木拥有了无限拓展的可能，也使孩子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搭建。与此同时，乐高积木也成为寓教于乐理念最生动的体现。”1

戈德弗雷德于1950年接管了乐高集团。据说，构建一个真正的乐高体系的想法，源于他与丹麦哥本哈根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玩具店经理的一次交谈。当然，戈德弗雷德早就意识到，模块化拼搭系统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拼搭可能，而他想要创造的，是一款能够使孩子们终生受益的玩具。

激发想象力、满足创造欲望、体验创造的乐趣，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动力。彼时，戈德弗雷德就已经认识到，人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失去创造的欲望和创造带来的乐趣。这种动力一直存在于每个人的体内。如今，通过乐高工作法，成年人也拥有了感受和培养这种乐趣的机会。

戈德弗雷德制定了一套指导原则，以确保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始终坚持他所建立的价值观。该指导原则指出，乐高新产品的开发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　积木大小有限、拼搭创意无限。

·　价格合适。

·　简单、耐用、变化多端。

·　男女不论、老少皆宜。

·　经典之作、历久弥新。

·　便于推广。2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乐高集团便走上了一条不断成长、不断扩张之路。在随后的10年之内，公司不仅将市场从西欧扩展到美国、亚洲、澳大利亚和南美，同时还拓展了乐高产品线，打破了行业格局。其中，值得重点提及的包括：1961年，公司推出了乐高车轮，即一种带有橡胶轮胎的圆形积木，如今，乐高集团每年需要生产大约3亿只车轮；1967年，公司推出了得宝系列，这是一系列颗粒较大的积木，专为6岁以下的小朋友打造；1968年，第一个乐高主题公园在丹麦比隆（Billund）顺利开幕。

1979年，克伊尔德从他的父亲戈德弗雷德手中接管了乐高集团，出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接下来的15年里，他带领公司实现了非凡扩张，使公司的规模每5年就扩大一倍。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增长，源于克伊尔德不断为梦想付诸行动，其中包括扩大得宝系列产品线、重新设计包括乐高人仔在内的乐高拼搭系统，以及强调主题套件的概念，旨在使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强化主题的做法，使公司在以“城堡”和“太空”为主题的系列产品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55年，乐高集团推出第一个主题套件，随后，无数个主题套件源源不断地涌现。这些主题套件不仅能激发孩子们去搭建真实世界的场景，如城镇、城堡、轮船、消防站、航天器、飞机等，还鼓励他们去搭建虚拟世界的场景，如《星球大战》、《生化战士》（Bionicles）、《哈利·波特》等电影中的场景。正如乐高集团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广告活动中所称，无论你用乐高积木拼搭出什么，都会跟“真的一样真实”。

游戏室外的乐高积木

在乐高集团的愿景中，乐高积木“不仅仅是玩具而已”，而是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激发人们系统性的创造力。这一愿景推动乐高集团将积木应用到学习和商业领域之中。长期以来，乐高集团的教育部门一直致力于将乐高积木作为探索科学、数学、技术和工程等科目的工具，应用到世界各地的中小学及其他教育系统中。例如，乐高教育有一款著名的产品——乐高机器人，不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可以对乐高机器人进行编程，使其完成走复杂迷宫或者与人下棋等事情。

利用乐高建筑系列套件，成年人能够搭建许多著名建筑的比例模型，如威利斯大厦、流水别墅等。在商业世界中，设计师能够利用乐高积木来进行快速原型制作、仿真和可视化，咨询顾问则可以使用乐高积木来做团队建设、工厂建模和物流流程等方面的活动。

不论是在经典用法中用乐高积木搭建“真正的真实”的世界，还是在学习和商业场合使用它，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积木是一种替代品。人们拼搭出机器、机器人、原型、建筑物、象棋游戏等模型，都是为了以一种可视化的方式去表现某种有形的事物，例如给定的产品或供应链等。因此，构建出的模型或过程应最大化地反映或体现现实世界的主题。这实际上是将乐高积木作为一种借代的载体。所谓借代，《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中给出的定义是：“一种用某一事物的名称代替另一事物名称的修辞手段，这两种事物之间具有类似属性或者密切联系。”在经典用法中，人们用乐高积木来搭建反映有形世界的模型，如图2-2中所示的乐高摩托车。在这种用法中，拼搭而成的模型看起来越接近摩托车实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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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乐高摩托车——乐高积木的经典用法



在乐高工作法中使用乐高积木

在经典用法中，我们将乐高积木用于搭建反映有形世界的模型，而在乐高工作法中正好相反，我们将用乐高积木来搭建无形世界的故事。这使我们能够以具体的三维模型来表达不具有物理形态的事物。

乐高工作法的重点不在于积木本身，而在于用积木所创造的故事上。当然，积木本身作为故事的载体，是不可或缺的。在这种用法中，我们用隐喻的方式来使用积木和模型，并基于所搭建的模型来讲述故事。

乐高积木的两种不同用法如图2-3和图2-4所示。在图2-3中，它是借代的载体；而在图2-4中，它是隐喻的载体——我们用鳄鱼的形象来代表某个毒舌的管理者。


[image: ]
图2-3　一条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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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一个令人不快的管理者



乐高工作法通过隐喻来创造故事、讲述故事。隐喻是一种思维形式和语言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我们以一种事物来理解或体验另一种事物。《韦氏词典》将“隐喻”定义为“一种表达形式，通常通过将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人们熟悉其意义或隐含意义的事物进行比较或说明，以起到传达意义或者增强效果的目的”。隐喻是一种类比，即在不使用“像”和“如”等词语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对比或比较相似之处的方式，来表达两个对象或两种事物之间的关联。通常来说，这种方式允许我们将其中一个对象的特质挪用到另一个对象上。

对于如何用积木作为隐喻的载体，图2-5进行了更详细的展示。图中展现的是一个研发团队的身份特点：骷髅代表他们愿意放弃想法；狗代表他们感觉自己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中处于劣势；左边走向悬崖的人仔代表他们冒险的意愿；前面的母牛代表他们取得成果的能力；而顶部的结构则代表他们所开发的产品的目标用户是孩子。每一块乐高积木、每一个积木的组合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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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一个组织的身份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唐纳德·舍恩（Donald A. Schon）(7)在1971年出版的著作《超越稳定状态》（Beyond the Stable State）中指出，隐喻其实能够让人从全新的角度去理解事物。3他曾观察到，当一组研究人员在尝试制作人造猪鬃画笔时，一名成员指出“画笔是一种泵”，从而使整个团队的思路有了突破。在舍恩看来，隐喻并不仅仅是“辞藻”而已，它能够在人类的认知中发挥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积极作用。我们能够通过隐喻对现实进行更丰富的描述，从而推翻既有假设，揭示新的可能性。

对于隐喻与学习之间的联系，人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隐喻能够使人以全新的方式去理解事物。4一系列较为普遍的隐喻，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属的组织。5隐喻能够通过揭示我们潜意识中或者未曾言明的感知、态度和感觉，来改变我们的观点。

“乐高认真玩”套件

“我可以带一些积木回家给孩子们玩吗？他们可能会喜欢。”“我不知道乐高还有这种积木。”在“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中，我们听到过参与者的各种评论，上述只是其中两条。

乐高集团从未为“乐高认真玩”产品生产过任何特殊的积木，并且可能永远也不会这么做。“乐高认真玩”套件只是普通乐高积木的特定组合。但是，与乐高玩具的普通套件和乐高教育公司的套件相比，“乐高认真玩”套件内的积木组合又有其特殊之处。前两者的拼搭方式都是非常固定的，参与者必须按照套件中的手册来搭建模型。“乐高认真玩”套件可以涉及所有种类的乐高积木，从得宝系列基础积木、得宝动物系列积木，到乐高技术系列中的齿轮等，但没有任何搭建手册。图2-5展示了一个多重隐喻交织的示例，积木的多样化，使人们能够在工作坊中表达出更丰富的意思。

参加“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的人经常会问，与从未玩过乐高积木的人相比，那些拥有丰富的乐高拼搭经验和知识的人，是否更具优势？基于10年的从业经验，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绝非如此！”实际上，我们观察到，丰富的乐高拼搭经验和知识对于某些人来说，反而是个不利因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尽管许多没有拼搭经验的人往往会担心，参与乐高工作法意味着需要搭建精致复杂的乐高模型，但是，一旦他们意识到该方法的重点并非在于模型本身，而是在于用模型表达的意义和故事时，他们便放下心来自由发挥，且往往能够搭建出更加直接、更能切中要害的作品。拼搭经验丰富的参与者反而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常常会过于专注于积木本身而忘记其含义，并且，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使用乐高积木来搭建有形事物的模型，所以他们很难将2×4的红色积木砖视为“激情”或者“爱”。认为自己拥有创造力或建筑设计天赋的人，也经常会遇到类似问题。

乐高积木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我们可以轻易拆散它们、推倒重来，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以全新的方式进行下一次搭建。因此，相较于其他手工材料而言，用乐高积木来创建或与其他人共同创建隐喻和故事往往更具优越性。

乐高工作法是开放式的，它存在于一个既能快速成型又能快速推倒重建的系统之中。如果你对自己拼搭的成果不满意，那只需拆散重新搭建即可。当然，你也可以使用黏土、扭扭棒、雪糕棒或者其他较为廉价的手工材料来拼搭，但它们在多样性、成型速度和重建速度方面，都无法与乐高积木相媲美。此外，无论你是否拥有乐高积木的拼搭经验，都没有关系，因为乐高积木具备对所有人来说都极易应用的特点，而这是其他手工材料所不具备的。当然，你还可以要求人们将隐喻和故事画下来。对于依然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孩子们来说，这个要求或许并不困难。然而，由于成年人对事物应有的形态已经产生了认知固化，因此这个要求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更加困难。他们会纠结于绘画的细节，如比例是否合理、画的大象看起来是否像大象等。而且，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白纸一张并不能让人任意发挥，反而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由于无从下手，故此也就很难全身心投入。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因此我们很难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完成作品时的感觉完全无法企及我们在拼搭乐高积木时所获得的成就感。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最终还是会从画作上得出点感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这样做。但是，每个人所获得的感悟大相径庭，因此相互沟通交流的价值也就变得极为有限。

若没有乐高积木，就不存在乐高工作法。然而，乐高积木只是使人们主动参与、解锁新知识以及破除惯性思维的手段，最终他们还是需要通过“认真玩”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在第3章，我们将给出“认真玩”的定义，并深入探讨作为成年人，我们为什么需要致力于“认真玩”、如何“认真玩”，以及“认真玩”将如何帮助我们打造更优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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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工作法领域的下一个重要板块，在于“玩”——不是任意方式的“玩”，而是“认真玩”。也就是说，这种玩法不仅有明确的目的，并且是以特定方式进行的。在本章，我们将解释这种玩法的具体含义，并举出相关示例，以此来阐明何谓“带有目的地玩”。此外，我们还将给出“认真玩”的定义。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认真玩”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的玩法”，而这个目的在于通过使参与者主动参与、解锁新知识并破除惯性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它绝非一种肤浅无聊的游戏，也并不是为了让你在工作间隙休息一下。它与很多重要的涉及许多学习过程的游戏有着微妙的不同。我们将在第10章深入探讨更多的游戏、不同类型的游戏及其分类方式。

何谓“玩”

我们应该澄清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玩”都绝非肤浅无聊的。即便是我们年幼时玩的诸多游戏，也带有某种发展目的，只是这种目的通常没有得到明确说明罢了。

“玩”中包含的发展目的数不胜数，玩法的类别也同样如此。在此，我们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些内容。对于本书的主题而言，更有助益的是去理解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其开创性著作《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中对“玩”所做的定义及其对儿童产生的影响。赫伊津哈在书中指出，一项有趣的活动应具备以下性质：

1．能让玩家全身心参与其中。

2．能够充分调动玩家的内在动机。

3．包含不确定性或惊喜。

4．涉及某些幻想或夸张成分。

他还指出：“‘玩’源自人类天生的模仿倾向，以释放累积的压力或锻炼重要的实用技能等。”1在此，我们可以一个小孩玩乐高积木为例，来认识赫伊津哈对“玩”的定义：通常情况下，这个小孩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拼搭过程，并发自内心地想要搭建出某种可能与其个人经历有关的事物的模型；不确定性可能在于，他能否完成搭建，或者以何种方式完成搭建；他搭建的作品往往会夸大事物原本的特质，并且由于作品代表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如他将自己假想成一位农民，因此拼搭过程也涉及幻想。2

美国国家游戏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lay）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谷（Carmel Valley）。该研究院的创始人兼负责人斯图尔特·布朗（Stuart Brown）(8)博士也指出了这一点：“玩是我们培养和提升新技能的自然方式，它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突发情况、对意外和新的机遇持开放态度，使我们做好接受不确定性的准备。”3也就是说，玩是人类的自然反应，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适应能力，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善于发现新的机遇——这正是我们希望在工作坊参与者身上看到的品质。

当然，玩的过程还涉及方方面面。虽然对孩子来说，玩是一种促进身心发展的重要活动，但孩子并非刻意选择通过玩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素质，或使自己变得更善于解决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只是为了获得乐趣而玩，喜欢玩是他们的天性。那么，对成年人来说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将在第10章再次对“玩”展开深入探讨，此处仅做概述，作为引入“认真玩”概念的铺垫。

“认真玩”的3个关键特征

从“带有目的地玩”出发，我们通过下列3个关键特征来进一步定义“认真玩”：

1．有目的地聚集在一起发挥想象力；

2．旨在探索和准备，而非执行；

3．遵循一套特定规则或专用语言。

有目的地聚集在一起发挥想象力

参与者共同对会议进行策划，并在会议目标上达成共识，即他们同意将他们的想象力应用于实际问题，以寻求解决方案。这个实际问题可能是某个现有的问题，也可能是组织期望获得的新状态。因此，会议目标可能是缩小业绩差距，即提高执行力，使执行效果符合预期；也可能是缩小机会差距，即改变业务设计，使其能够带来令人满意的经营结果。

参与者认识到他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在大脑中对尚未存在的事物形成意象，以此来探索尚未发生的事情。他们或是在探索一种可能的状态，或是以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现实，并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刻意这么做的目的，或在于挑战和改变既有观念，或为了达成新的共识。在方案开发中，我们常常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特征。

旨在探索和准备，而非执行

在玩的过程中，参与者可以自由地对不同事物发挥想象。他们可以探索不同的途径，以尝试各种方法的有效性。参与者在工作坊中提出的许多想法将停留在概念阶段，只有少量想法会获得执行的机会。但是，最终能否执行并非工作坊的重点，工作坊的重点在于发挥想象、不断探索。

参与者“玩”的目的，在于共同学习、探索方案并达成新的共识。“认真玩”可能会带来新的愿景或新的商业模式。为了达成此目标，参与者需要探索多个版本的方案，最终，他们将在某个模型上达成共识。随后，团队以这个模型为导向来制定决策，此类决策包括合作对象的选择、如何进行投资，以及其他种种需要后续推进的细节。我们曾在第1章以互联网初创公司Scurri为例，实际上，该公司正是利用在“商业模式画布”工作坊中所达成的结果为导向，选择以新的客户群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并根据新客户群进一步确定了几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在第1章还提及，如今大多数组织都在复杂自适应系统中参与竞争，由于此类系统经常会出现突发状况，因此只有通过观察组织如何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才能更好地理解系统。“认真玩”的过程恰恰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通过“认真玩”，参与者能够对自己所处境况中的事件进行预演，以此来探究组织所处的复杂自适应系统，从而进一步了解它。

因此，对于参与者而言，“认真玩”具有双重价值，其一在于它能引导他们全身心投入该过程，其二在于它能使他们为达成更好的决策而做好充分准备。“认真玩”过程不仅能为参与者提供指导和方向，有时候还能为他们开辟新的探索途径。

我们可以在战争游戏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特征。游戏参与者当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不论他们在游戏中是否选择发动战争，他们都没有实际发动战争。整个游戏的过程，都在使他们为达成更好的决策而做好准备，要求他们将目标和行动联系起来，并使他们学到了新的知识。与此类似，建筑师也并没有参与房屋的实际建造。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探索房屋的外观、探索居住在房屋中的人是如何与房屋交互的，以及何种材料才是最优选的等。

我们还可以借用一个物理学隐喻来解释这个过程：“认真玩”的目的在于创造势能。当团队成员根据“认真玩”的结果进一步采取措施时，势能就转化成动能。当“认真玩”的目的得以实现时，它就会产生一种能够给个人、团队和组织带来重大影响的能量。这种潜在能量只有在“认真玩”的过程真实有效、氛围热烈，并且所探索的组织问题明确合理的情况下，才能产生。

因此，当确定目标之后，团队成员必须达成在时机成熟时做出决定的共识。这种目的性不仅使“认真玩”有别于儿童之间的玩耍性质，而且免去了“认真玩”可能存在的风险。正是由于这种目的性，“认真玩”才得以创造一段独立的时间和空间，使企业的员工得以在此质疑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惯用做法，而在别的场合下，他们可能没有机会或者勇气去这样做。故此，这种目的性同样是破除惯性思维的重要元素。

遵循一套特定规则或专用语言

参与者发挥各自的想象时，必须遵循一套特定规则或专用语言。这有助于参与者打破常规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发挥想象力，沉浸于探索各种可能性之中，而无须担心做决定。大多数人习惯于认为，在探索解决方案时，必须尽早尽快做出决定。我们需要一个相当强大的语言系统来打破这一成见，并帮助甚至迫使我们停留在持续探索、深入想象的阶段。这种语言系统将能创造出一个让人自由想象、大胆质疑的空间。

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的“预算”示例中，阐明特定规则和专用语言的概念。同样，我们在制定策略或参与战争游戏时，也会遵循明确的规则和语言。例如，在战略讨论中，可能会包括诸如“蓝海”、“必胜战役”、“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之类的术语；涉及必胜战役时，可能又会包括“产生巨大影响”、“以市场为中心”、“能够鼓舞士气”、“目标具体而明确”和“必须是可以打赢的战役”等话术；而在深入讨论必胜战役之前，你还必须“认识你的启动条件”并“打开窗户”。此外，我们将在第10章详细讲述乐高工作法的特定规则。

我们在本节开头列出的3个特征，不仅将“认真玩”与工作区分开来，而且还将它与儿童的玩耍区分开来。不过，资深玩家无疑很快就能看出这3个特征是受罗杰·卡约瓦（Roger Caillois）的启发。4在第10章，我们还将深入探讨“认真玩”与儿童玩耍的区别。

理解了上述关于“认真玩”的定义，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乐高工作法并不是一种培训工具。团队成员聚集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让其中某个人将他已经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其他人。对于参与者而言，乐高工作法是一种思考、沟通、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

有目的地玩。当成年人将玩视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方式时，有目的地玩就很有必要了。如前所述，在开始玩之前，所有参与者应明确玩的目的并达成共识。

我们经常在组织中看到这种玩法，下文将给出一些相关示例。所有这些示例都具有“认真玩”的特征——并非“乐高认真玩”，而是将“认真玩”作为一种玩法。其中一些示例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工作与玩互不相容，而“认真玩”恰恰颠覆了这个观念。

军队和战争游戏。世界上大多数军队在参战之前，不论是培养士兵还是制定战术战略，都会运用“玩”的要素。高级将领通常在几种不同的军事干预方案预演完成之后，才会做出最终的决策。有趣的是，商界常常套用作战指挥室中的常用术语，将其作为隐喻。“指挥室”成了高管团队或特别任务小组用来制定策略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征服新领域” “在市场中求生存” “取胜”等。也就是说，虽然在“指挥室”中开展的各种活动均以提升组织战斗力为目的，但此类活动并非实际行动。

建筑师。通常来说，建筑师会在设计建筑物模型时，进行构建、测试和“把玩”。

飞行员。很难想象，一名飞行员还未在飞行模拟器上积累足够经验，就登上飞机开始实际驾驶。飞行模拟器能够帮助飞行员以一种既有趣又带有目的性的方式，练习飞行技巧和决策技能。

策略制定。经典的鲁棒策略制定过程，同样展现了“有目的地玩”的诸多特征。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参与者设想他们将有可能进入哪些市场；他们可能将以多少成本提供何种产品、服务或提出什么建议；竞争对手、客户和供应商各方将作何反应。严格来说，策略本身可能并不属于“玩”的一部分。我们大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规则手册，其中囊括了参与者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各种知识和经验。这也正是公司和个人必须时刻保持灵活机动并愿意定期更改计划的原因。例如，如果竞争对手给出的反应与你料想的方式完全不同，那么，后续种种情况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展开，这无疑意味着你的策略有着重大缺陷。正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说：“计划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计划过程。”

情景规划和开发。在情景开发中，参与者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情景加以描述，并以此来优化决策。描述时，参与者通常会遵守一组特定规则或流程，并使用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虽然情景是想象力的产物，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但它们能够帮助参与者累积制定策略时所需的知识和经验。情景同样能使参与者获得关于细微变化的深刻见解，若非如此，他们甚至可能根本无法观察到此类变化。

预算。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制定预算是一项与“玩”无关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理想的预算过程中所涉及的活动，拥有与“有目的地玩”类似的特征，这些特征甚至与“认真玩”的3个关键特征都极为相似。制定预算的明确目的，在于设想能够生产和销售什么、在何处生产和销售，而非实际去落实生产、购买和销售等行为。在制定预算的过程中，参与者通常会设想组织将在给定的时间范围内生产何种商品或提供何种服务，以及需要何种投资。显然，这个过程符合“认真玩”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关键特征。最后，参与者在制定预算时，必须遵循一套非常具体的会计语言系统，以及如何针对不同科目在不同时期进行汇总等规则。大多数管理者在其他场合下，通常不会使用这套语言系统和规则。这就意味着，制定预算活动还满足“认真玩”的第三个关键特征。

当然，制定预算并不总遵循“认真玩”的步骤，具体步骤由其具体目的，如争夺资源或获取成功等来决定。但是，就最纯粹的预算形式而言，它同样属于“认真玩”的一种。

相关资源

下列书籍均涉及一些展示了“认真玩”特征的活动过程。

策略制定：

·　《宝洁制胜战略》（Playing to Win）(9)，作者雷富礼（A.G. Lafley）和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

·　《好战略，坏战略》（Good Strategy/Bad Strategy），作者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

·　《必胜战役》（Must-Win Battles），作者彼得·基灵（Peter Killing）。

情景规划和开发：

·　《第六感》（The Sixth Sense），作者凯斯·万·德·黑伊登（Kees Van Der Heijden）。

·　《情景规划》（Scenarios），作者黑伊登。

·　《情景规划改革》（Transformative Sconario Planning），作者亚当·卡亨（Adam Kahane）。

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乐高积木和“认真玩”的概念，是乐高工作法的基本组成要素。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该方法的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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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工作法是一套有固定流程的系统性方法。它以乐高积木和“认真玩”的概念为主要手段，来达成我们在前面各章中所描述的种种目的。

如前所述，乐高工作法的开发，最初绝非是为了帮助团体和个人共同思考、沟通和解决问题，而仅仅是为了利用乐高积木和“认真玩”，使管理团队在战略制定过程中更具想象力。如今，我们将应对这一特殊挑战的解决方案，称为“‘乐高认真玩’企业实时战略应用”，即一种以“乐高认真玩”为方法所展开的特定的战略工作坊。

当我们深入讨论乐高工作法时，通常将其定义分为三部分：

1．一套系统的团体互动准则。

2．一套系统性地应用乐高积木的准则。

3．一套系统性地使用“乐高认真玩”技术的方法，包括一个核心流程和7项应用技术。

这三部分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若在实际应用中，只包含其中一部分而不包含其余两部分，那这样做既无法奏效，也不能归类为乐高工作法。

第一，乐高工作法的流程之所以需要遵循团体互动准则，是为了打破我们在第1章所提及的20/80会议模式。在这种会议模式中，20%的与会者占用了80%的会议时间，来谈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以及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而乐高工作法的目的是打造所谓的100/100会议，其中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将极大地提高全员的信心，使他们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力。

在该方法的流程中需要遵循的团体互动准则有：

·　要求全员参与（100/100）。

·　要求全员参与“乐高认真玩”流程中的所有阶段。

·　以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方式向全员介绍“乐高认真玩”的流程。

·　以引导师（而非顾问、培训导师、老师或者讲师）的身份，来引领全员。

·　确保整个会议进程做到100%民主。

·　在参与者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前，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反思、梳理和总结各自的想法。

第二，系统性地应用乐高积木的目的，在于使参与者将焦点放在模型上，而非参与者个人身上。乐高积木系统性的应用准则包括：

·　乐高积木是用于解锁和创建新的知识，而非用于将某人的答案或知识传达给其他人的。

·　不存在所谓搭建乐高模型的正确方式。

·　每个人都拥有搭建乐高模型的义务，也有讲述相关故事的权利。

·　搭建者拥有乐高模型和它的故事。

·　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他人在乐高模型中所建构的意义和故事。

·　就乐高模型及其故事发问，而非就搭建者发问。

第三，“乐高认真玩”技术包括一个4步核心流程（如图4-1所示）和7项明确的应用技术（如图4-2所示）。下面，让我们对这些内容分别展开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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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乐高工作法4步核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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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乐高工作法7项应用技术



4步核心流程

核心流程是乐高工作法中的基本操作系统。如果将乐高工作法视为一种语言工具，那么核心流程就是语法，它能够帮助参与者将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他们并未认识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知识表达出来。在核心流程的第一步中所提出的问题，将决定第二步、第三步和第四步的具体内容。

第二步构建指的是参与者进行搭建和思考的过程，在此步骤中，参与者需要以创建乐高模型和故事的方式，来回答第一步中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参与者动手搭建实物模型的过程，同样是他们在大脑中创建新想法、产生新连接的过程（详见第6章）。第三步分享是第二步的自然延伸，在此步骤中，每名参与者都必须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模型，这种方式能够确保每个人的观点和见解都得以共享。第四步反思是整个核心流程的最后一步，即当参与者分享完自己的故事之后，引导师和其他参与者要对他们所听到的故事内容、他们在模型中看到但不理解的地方进行反思。反思的主要方式是针对模型的细节和不同元素代表的意义进行提问。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乐高工作法中不存在提问的标准。引导师所提问题将完全取决于团队需要解决的问题。核心流程中的所有提问，都是围绕人们想要通过乐高工作法来探索何种主题或解决何种问题而量身定制的。4步核心流程和7项应用技术都只具形式，不具内容。只有当会议拥有一个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时，该方法才有了实质性的内容。

结合前文所述的团体互动准则和乐高积木应用准则，上述核心流程的4个步骤将确保乐高工作法能够实现以下目标：

·　让每一个参与者都100%参与。

·　所有参与者在开口表达之前，都能有足够的时间思考。

·　让所有参与者聆听并能够欣赏其他参与者关于被讨论问题的独特见解。

·　能够让所有参与者都承担责任，参与每一次讨论和决策。

·　在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上，要让所有人得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帮助倾听者了解并记住发言者发表的内容；将误解和无效沟通的风险降至最低；为各种沟通方式（视觉、听觉和动觉）提供平等的支持；使参与者能够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发言者提供的信息上，而非放在发言者身上。

认识到下述4个因素的重要性，使我们在乐高工作法的开发中取得了一次关键突破。实际上，我们发现，这4个因素对于参与者能否在整个工作坊期间取得理想成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他们第一次使用该方法时，尤为如此。

·　因素1：每个参与者必须从跟大家一样的积木开始。

·　因素2：所有参与者必须从构建自己的乐高模型和故事开始。

·　因素3：参与者必须将乐高积木视为一种隐喻，而非借代。隐喻是一种修辞形式，通过类比所使用的对象（如本方法中的乐高模型）与目标对象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来描述目标对象。有时候，两者之间甚至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我们会用狐狸的形象来形容竞争对手，这是因为狐狸既狡猾又敏捷。借代同样是一种修辞形式，但如第1章所述，它仅仅是使用某种对象来代表目标对象。

·　因素4：在工作坊开始后的前45～60分钟之内，引导师必须以实际动手的方式对核心流程进行完整介绍，介绍时保证步骤严谨，易懂易行，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每场“乐高认真玩”工作坊都是围绕其特定干预目标而开展的，但总的来说，所有工作坊都要以上述4个关键因素为前提，并始终遵循着同样的结构、语法和流程。

7项应用技术

在乐高工作法中，7项应用技术中的每一项都有其具体的目的和功能。并且，它们取决于每场“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的具体目标。

下面我们对这7项应用技术分别做一个简短的描述。

技术1，搭建个人模型和故事

技术1的目的是让每个个人都能解锁新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达给团队中的其他人。此处的目标在于，将仅存在于个体脑海中的知识分享出来，让团队中的所有人都能一窥究竟。

图4-3左侧的模型展示的是某人对于“信任”的理解，右侧的模型展示的是某人对于“企业身份”的认知。在他看来，该企业创造力十足、充满动力，但管理较为混乱；同时，该企业的运营由4名高管把控，其中两名高管占主导地位；外部框架代表着从外界看来，该企业具有文化丰富多彩、结构严谨有序等特点。


[image: ]
图4-3　技术1实例：搭建个人模型并讲述故事，解锁新知识



技术2，搭建共享模型和故事

技术2的目的在于将团队成员分别搭建的模型合并为一个共享模型，以此来使整个团队对于某个既定主题达成共识，并进一步做出共享决策。技术2必须以技术1为基础。在图4-4左侧的示例中，团队成员正在参与这一流程，右侧的示例显示了团队是如何围绕他们正在探索的主题，利用每个个体在技术1中分别搭建的模型，来解锁共享知识并搭建共享模型的，会议桌中间的模型即为共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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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技术2实例：搭建共享模型和故事，达成共享决策



技术3，构建全景图

技术3的目的在于，在不丢失任何原始细节和含义的情况下，对团队成员们搭建的所有模型进行分析、分类，并观察模型之间的相似之处、区别以及它们所形成的模式等。图4-5展示了两组团队利用此技术构建知识组块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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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技术3实例：构建全景图，以分析已建模型并纵观全局



技术4，建立连接

建立连接的目的在于，找出已建模型之间的联系，并用乐高积木将有联系的模型两两相连，从而形成所有模型之间的关系链（如图4-6所示）。在建立连接时，用于搭建连接之处的乐高积木材料，同样可被视为故事的一部分。如用链、绳或管等不同材料，来代表不同类别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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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技术4实例：建立连接，识别已建模型之间的关系及其特征



技术5，构建系统

构建系统指的是，参与者探索并识别模型之中存在的系统及其影响。技术5是在技术4建立连接之后的拓展。当我们在多个模型之间建立起密集的连接之后，一个微小的变化可能就会带来诸多连锁反应或难以预料的影响，故此，我们将其看作一个系统。如图4-7所示，构建系统意味着在关系链的基础上形成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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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技术5实例：构建系统，映射已建模型之间的复杂关系网



技术6，突发事件和决策演练

技术6的目的是制定战略，即进行情景预演和决策预演，以此来探索当系统面对多个突发事件以及不同的战略选择时，将受何种影响、做出何种反应。在技术6中能否获得丰富完整的体验，取决于团队在技术5中所构建的系统。在图4-8中，一个团队正在使用他们在技术6中所开发的系统来预演紧急状况并试行各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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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技术6实例：突发事件和决策演练，观察系统的反应，并探索各种决策的影响



技术7，提炼简单指导原则

最后，技术7的目的是总结和提炼出简单指导原则。简单指导原则是通过在之前的步骤（尤其是技术6）中不断学习、不断收集信息而得来的，其功能在于支持实时战略决策的制定。这些原则是团队在应用技术的前六个步骤中对系统进行各种预演和试行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无须按顺序来使用上述7项应用技术。也就是说，从技术1到技术7并非一个线性过程。虽然必须从技术1开始，但是技术1结束之后，团队既可以继续进行技术2，也可以直接跳到技术3或技术4。为了保证在技术6和技术7中获得完整体验，从技术1到技术5所有步骤都是必不可少的。

通常来说，虽然随着步骤的不断深入，应用技术的复杂性会不断提高，但个体在每个步骤中所创造的价值也会随之增加。

引导师误区

在乐高工作法中，需要有引导师来引导整个流程，以确保参与者保持认真的态度，不出现任何风险，整个流程能够不断取得进展。通常来说，搭建乐高模型并利用模型讲故事总是很有趣的，但是，对于实现特定的企业、团队或个人的发展目标而言，训练有素且技能娴熟的引导师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为最终用户提供设计和引导服务之前，引导师需要接受全面培训。

引导师的职责是引导整个流程，并在流程中遵守上述团体互动准则，落实参与者对乐高积木的应用，以及对核心流程和应用技术的运用。引导师必须按照培训期间习得的规范进行操作。对于工作坊中大家试图解决的复杂问题而言，引导师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向参与者提供解答或传授相关知识，而是协助参与者在他们自己的系统中找到解决方案。引导师在接受培训后，将核心流程和7项应用技术合理运用到实际工作坊中，并通过制定工作坊的框架、提出针对性较强的问题等方式，来帮助参与者找到解决方案。

我们参与乐高工作法的开发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们见过许多杰出的引导师。当然，我们也见过一些表现平平的引导师。从他们身上，我们总结出了一些引导师误区，并发现有5个误区最为常见。

误区1：引导师成为顾问

当引导师开始下结论、提供建议、掌控会议全局时，就表明他已踏入误区。一旦如此，团队成员马上就会变得心不在焉起来。

误区2：在参与者尚未熟悉流程时，引导师忘记引导

对于商界的大多数人而言，乐高工作法所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反常规、反直觉和极具创新性的体验。这就要求引导师在设定框架和目标时要格外小心，否则整场工作坊就变成了以乐高积木为中心。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使引导师陷入该误区，即在工作坊开始时，引导师没有使用所谓的“技能建立”（skill building，详见第8章）来帮助参与者熟悉该方法、乐高积木和隐喻的具体应用。

误区3：引导师过早“救场”

乐高工作法旨在让人们走出舒适区。有时（甚至从工作坊刚开始），参与者会感到沮丧，他们会去寻找一个能够为他们所遇挑战提供指导和答案的人。不过，这些令人感到沮丧难熬的阶段，正是能够激发参与者最大学习潜力的阶段。如果引导师想要以把控会议的方式来肩负起寻找答案的责任，过早赶来“救场”，那这绝非一个好主意。

举例来说，上述情况可能发生在技术3中，参与者要根据已建模型来创造共享领域。在这个阶段，参与者通常需要绞尽脑汁地思考，才能以一种融会贯通的叙述方式，将已建模型连接到一起。这时候，若引导师心明眼亮，很快就发现了能够将模型联系起来的叙述方式，他可能就会想去“救场”。

这是一个极易踏入的误区，引导师应尽力避免。在很多情况下，领导者也同样要避免该误区，当然，此类情况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我们就不在此赘述了。一旦引导师踏入这个误区，参与者通常会感到压力骤减，但与此同时，他们所能创造的见解也随之减少，并且对工作坊将取得何种成果也兴致寥寥。

误区4：引导师放任故事脱离乐高模型

这个误区指的是参与者的发言逐渐脱离他们所搭建的乐高模型，而引导师并未加以阻止。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参与者所讲的故事过于冗长，另一种是参与者在分享完乐高模型所展示的故事之后仍在继续发言。此时，我们通常会看到，这些参与者开始直起身子，然后靠向椅背，目光也开始涣散起来。这意味着他们或将进行常规讨论，或是对所讨论的项目早已烂熟于心。很快，其他参与者也会采取类似的姿势和态度，失去继续关注会议内容的耐心。参与者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的见解，他们想要听到关于乐高模型的故事，而非其他故事，因此，引导师需要确保参与者的故事始终围绕着乐高模型。

误区5：引导师没有备选方案

如前所述，乐高工作法是一种以参与者为导向的民主化方法，用于处理与工作坊中每名参与者都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当人们有机会深入思考、自由交流、表达见解时，这无疑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动力。然而，当你将如此巨大的动力挖掘出来时，结果可能会完全出乎你的预料。谁也无法预料一轮搭建下来，将会出现何种结果，会给个人或者团队带来何种启示。或许，搭建过程中会出现令人惊讶的新见解；或许，参与者所搭建的共享模型使他们认识到，团队成员对于同一事物居然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也或许，在讲述一轮故事之后，全体成员都认识到他们应将工作重心从客户身上转移到提升组织能力上。

因此，乐高工作法不仅要求引导师事先制定一个周详的流程方案，而且要求他能够随机应变，在短时间内对原方案做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改。如果流程中某个阶段所花时间比预期的要长，那么引导师至少要知道接下来哪些步骤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如果他能够事先拥有一套完整的备选方案自然更好。完整的备选方案将以备选路线图的形式来设计，即一旦发生了某种预料之内的变化，引导师便将按照备选方案行事。如果工作坊中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讨论方向，那么引导师还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制定另外一套备选方案。

乐高工作法的应用

通常来说，领导者和团队试图利用乐高工作法来解决的复杂问题，大都属于图4-9所示的三个领域之一。


[image: ]
图4-9　企业发展、团队发展和个人发展



企业发展涵盖战略发展、业务发展、组织发展、创新开发、产品开发以及学习和教育等广泛领域。简而言之，它包括任何不以团队发展或个人发展为目的的复杂问题。如图4-9所示，三个椭圆的重叠表明，每当组织在利用乐高工作法解决企业层面的问题时，团队和个人也会相应地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我们刻意选择了“发展”一词来描述这三个领域。前文中已经描述过我们想要利用乐高工作法解决的三个核心问题，在此我们用图4-10来回顾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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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应用乐高工作法的主要目的



这三个目的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需要利用想象力去构思、去设想，然后再从当前状态迈向一个新状态。其中可能涉及制定新的战略、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接受新的企业价值观、制定新的企业愿景、打造更高效的团队，以及接纳更具创新性的企业文化等。我们将这段旅程称为从当前状态A迈向目标状态B。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对于能够勇敢尝试新方法的组织或团队领导者而言，在面对极具复杂性的挑战时，乐高工作法将能为他们提供很大帮助。此处的“复杂性”意味着此类挑战不仅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而且存在于一个动态的环境之中，同时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当前状态A以直线方式迈向目标状态B（如图4-11中第一种路径所示），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当某个部门想要将当前的价值主张转变为新的价值主张时，就会受到一些利益相关者的想法和计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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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从起点迈向目标时可能出现的三种路径



一些勇敢的领导者在尝试乐高工作法之前，或许已经尝试过以直线方式迈向目标（第一种路径）有多困难。他们曾认为只要制定从A到B的详尽计划，就能够解决面临的问题。然而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只会让解决问题的过程更加困难重重。通常在实际情况中，可能由于团队未曾对系统进行过任何测试，而系统又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做出了非线性的反应，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到达B（如图4-11中第二种路径所示）。如果在之前的计划中，某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未曾受到足够重视，那同样会导致这一结果。

相比之下，我们见证了乐高工作法是如何以第三种路径来处理复杂问题的。采用该方法的领导者已然认识到，从A迈向B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想要成功抵达B，就必须使所有成员都参与进来，解锁隐性知识和新知识，并破除惯性思维。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们将带你了解在一些实际案例中，乐高工作法是如何应用于企业发展、团队发展或个人发展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需探讨关于乐高工作法的规范，以及该方法背后的一些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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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一架波音747飞机在跑道上加速、起飞时，我们很可能会感到惊奇：如此庞然大物，是如何做到腾空而起的？即便我们确信飞机绝对会起飞，甚至可能了解其背后的物理学原理，但多年来，每每看到飞机起飞的情景，我们依然不免为之感到震撼。我们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机翼上方气流和下方气流的速度是不同的，由此所产生的压力差足以将400多吨的重物轻而易举地托到空中。然而，每当我们看到飞机腾空而起时，仍会觉得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但我们之中大多数人仍会坚信这一物理定律，坚信飞行员的飞行技能，并坚信他们一定能够以最快的方式将乘客从A处安全地送至B处。

上述体验与使用乐高工作法时的体验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乐高工作法中，我们不仅需要花时间去搭建乐高模型、倾听所有参与者的见解，同时，工作坊所讨论的主题也极具复杂性和多面性。但是，相较于我们使用了数十年的传统会议形式而言，这种方法却能够使我们以更快速、更可靠的方式从当前状态A抵达目标状态B。这似乎有悖于直觉，然而，一旦你深入了解了该方法，就会认识到它简单无比。

我们在乘坐飞机前往某地时，也许并不会在飞行途中不断思考飞机飞行的物理学原理。同样，沉浸在“乐高认真玩”流程中的参与者，也不会时刻关注该方法所涉及的科学原理，而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坚信这一流程将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使他们抵达目标状态。

我们之所以用飞行来类比乐高工作法，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以下几点因素：

1．实际上，从A处飞往B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2．飞行员必须拥有熟练的飞行技术，才能驾驶飞机从A处安全地飞往B处，这意味着在此之前他必须接受大量的知识和技能培训。

3．形似飞机，并不意味着一定能飞。

接下来，我们不妨将上述三点套用到乐高工作法上。

乍看上去，乐高工作法似乎并不难，然而想要使它在实际操作中发挥效果，却相当复杂。虽然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简单的语言，但它却是一种仅有语法的语言，需要参与者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赋予它具体的意义。引导师掌握着驾驭这门语言所需的技术，通过引导参与者赋予这门语言以丰富的意义，从而带领他们抵达目标状态。引导和设计，确保了该方法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就像飞行员驾驶飞机之前需要接受培训一样，引导师如果不接受培训，就想熟练掌握在乐高工作法中引导和设计工作坊的技能，是绝对不可能的。鉴于这个原因，在过去10多年来，为乐高工作法所开设的引导师培训计划历经了多次迭代。目前，引导师培训计划是一次为期4天的强化培训，其中囊括了动手操作、理论和实践等内容。

由于所有“乐高认真玩”工作坊都是根据客户或参与者的特定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因此引导师只有通过设计工作坊，才能累积实践经验。如前文所述，“乐高认真玩”是一种不具内容的方法、技术和语言。这也正是成为“乐高认真玩”引导师和成为飞行员的不同之处：前者不仅需要将参与者从A处“载往”B处，还要利用“乐高认真玩”领域中的关键元素，来设计和搭建参与者需要乘坐的“飞机”。

至于第三点“形似飞机，并不意味着一定能飞”，指的是在商业领域中，除了乐高工作法之外，还有诸多其他利用乐高积木的方式。自从乐高积木普及以来，具有创新精神的顾问就已经开发出许多有趣的应用方式，如用于团建活动和破冰活动。

但是，使用乐高积木的流程必须符合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列出的标准，才属于乐高工作法。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标准难以衡量，并且包含信念、价值观和行为等因素。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关于乐高工作法的规范中，详细探讨此类信念、价值观和行为。乐高工作法的经验、科学理论、形式和实践，一直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而其规范则是对上述种种的总结。因此，它不仅是该方法的灵魂，也是该流程之所以如此强大有力的原因。遵守规范是工作坊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正是这套规范，将乐高工作法中的各个方面联系到了一起，所有技能娴熟的引导师也都深谙此道。如果某位引导师认为一场工作坊未能取得理想效果，那么十有八九是因为规范在工作坊中没有得到遵守。

词典将“规范”定义为：“由社会习俗或权威规定的形式和做法。”乐高工作法的规范略有不同，它是对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的经验、科学理论、形式和实践的总结。乐高工作法的规范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1．信念：参与“乐高认真玩”流程的价值观。

2．流程：引导师的行为。

3．团体动力：团队在引导师的引导下所产生的行为表现。

后续的主题似乎是在探讨一些行为上的细微差别，但此类主题仅仅旨在强调持续参与“认真玩”的角色之间有何种自然关系。我们将从信念开始，然后探讨流程，最后再探讨团体动力。

谁负责确保参与者遵守乐高工作法的规范？

乐高工作法适用于团队和小组。在运用该方法时，需要一名已获认证的引导师或者流程负责人，他们的职责在于使整个流程符合乐高工作法规范中所列出的种种要求。

当你的角色是引导师时，对于团队而言，你并不属于该流程的一部分。你可以在技术层面上适当协助，例如，帮助参与者将乐高积木以他们想要的方式拼搭在一起。但与参与者不同，你并不参与模型搭建、意义赋予和故事讲述。

如果团队已经十分熟悉该方法，而你的角色是流程负责人时，那么对于团队而言，你同样属于该流程的一部分。你要和其他参与者以同等程度参与到流程之中，参与模型搭建、意义赋予和故事讲述。

流程负责人的角色与引导师的角色有着很大区别。作为流程负责人，你属于系统的一员，你肩负着寻找答案的义务；而作为引导师，你需要做的是帮助系统揭示其中蕴藏的答案，但你没有给出答案的义务，因为你并不是系统的一员。

信念

答案蕴藏在系统之中。既然系统中出现了复杂问题，那么在该系统中找到答案也是毋庸置疑的。“乐高认真玩”流程能够帮助系统中的成员解锁他们的知识，通过扩展系统的方式，在新的知识层面上构建答案。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乐高工作法。乐高积木拼搭专家在该方法中并不存在任何优势。在尝试解决复杂问题之前，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学习并掌握拼搭技巧。我们从未在参与者面前指明谁是乐高工作法专家。

乐高工作法的重点并非参与者所搭建的乐高模型，即不在于以具象的手段去展示某一事物的外观，而在于利用模型所讲述的故事，在于解锁知识和构建新的知识。

同时，乐高工作法的目的并不是传达某人已经掌握的答案或者知识，让参与者对某一决定达成共识，而是要去创造新的知识，揭示和厘清大家的见解，并以此解决问题。

流程

在工作坊中使用乐高工作法，意味着参与者需要利用乐高积木搭建模型，并通过模型来分享故事。整个流程始终遵循从个人构建迈向集体共享的顺序，而此流程的强大力量也正是蕴含在此顺序之中。

不要跳过搭建环节。如果跳过搭建环节，直接进行讨论，那么整个方法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跳过搭建模型的环节，意味着跳过了对新知识的构建，这将导致参与者重新回去探讨团队成员容易接受的已有观点或事实。如果只搭建了模型，而没有通过模型讲故事，那么该模型构建的意义将只能存在于搭建者的思维之中，只能处于隐性状态，无法为他人所知晓或共享。

乐高工作法始终以搭建个人模型为起点。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参与者能分享他们各自的新知识，确保他们一直保持高度参与状态。

乐高工作法至少需要两名参与者。乐高工作法是一个应用于会议的流程。因此，当会议只有两名参与者，并且其中一名扮演着流程负责人的角色时，在构建模型、赋予意义、讲述故事等环节中，需要确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设定该方法的框架，使之清晰明确。引导师要确保参与者理解他们为何要针对会议主题或问题去构建模型和故事，并确保他们认识到他们接下来将要使用各自搭建的模型来讲故事。同时，让框架保持高度的开放性，从而使每名参与者都能针对给定的问题解锁各自的知识、构建各自的意义。在动手搭建之前，引导师或流程负责人要事先向参与者说明规定时间，并告知他们在构建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其他原则。

信任流程、回归模型。如果会议气氛过于热烈，导致各方意见出现分歧或在沟通上出现误解，那引导师切勿让意见相左的参与者展开面对面的讨论，此时引导师需要将问题和讨论的重点从参与者身上转移出去，重新回归到模型上。这种方法十分有效！

团体动力

乐高工作法的目的是打造100/100会议，即每名参与者都必须分享自己的见解，这也将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的信心，挖掘他们的潜力。接下来，我们详细探讨一下乐高工作法的规范将如何确保达成该目的。

全程全员参与。工作坊中不允许诸如“我想不出要搭建什么模型”“我没有要讲的故事”“这一轮我就不参加了”等此类言论的存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意味着某名参与者正试图置身事外。他将使其他参与者无法全神贯注地参与到流程中来，这就好比在比赛时让一名球员坐在篮球场中央。工作坊刚开始时往往能够自然地吸引人们参与进来，然而一旦某名参与者突然转变成观察者，他就如同立于一个无须承担任何风险的不败之地，而作为他的对立面，其他参与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将变得更高。这无疑将使参与者之间出现权力博弈。

当你觉得无从下手时，无须思考，马上动手搭建。研究表明，想法不仅仅来源于思考，动手本身也能够激发想法。因此，如果参与者无从下手，那引导师不妨鼓励他们直接开始搭建，搭建什么都可以。直接下手，屡试不爽。无须事先计划好接下来要搭建的模型。

没有错误的搭建方法。在流程中，没有任何关于搭建何种内容的模型以及如何搭建的具体说明。因为乐高工作法并不是要你去搭建别人的故事模型，而是让你赋予你内心的想法和观点以具象的形式。

如果你实在无法搭建，那不妨先用言语表述出来。有时候，当你想法如泉涌时，纵然你想要搭建一个能够以隐喻的方式来展现你想法的完整模型，但是你的动手速度却完全赶不上你的思维速度！此时，你不妨保持热情，用富有表现力的双手继续搭建模型，同时用言语赋予模型中存在的内容以含义。任何积木块都可以被赋予特定的含义。

模型的含义由你说了算。积木本身（包括人仔、木桶、轮子等）既没有任何特殊的内在含义，也没有任何预定的标志性价值。搭建者说这些积木代表什么，它们就代表什么！其他参与者可以要求搭建者对其含义做出解释，但不可以批评搭建者对隐喻的选择。

要求我搭建模型，就必须听我讲故事。换言之，每个完成搭建的参与者都必须有机会利用其模型来讲述故事，并与其他人分享模型的意义。如果无法分享模型所蕴含的故事，那么这对其他人而言就变得毫无意义，同时还会打消搭建者的积极性。

要求我讲故事，就必须接受我的故事。每个参与者都必须认真倾听他人的故事，并接受他人的故事。虽然你可能并不喜欢甚至并不认同这些故事，但请坚信它们依然能够给你带来极有价值的见解。并且，对于其他方式而言，讲故事绝对是一种威胁性最小、建设性最大的方式。

针对模型和故事而不是针对人来提问题。提问题时，始终以获取更多细节、更清晰的意义为目的，这对搭建者和倾听者双方均有益处。但请切记，应围绕模型以及模型与故事之间的关系来提问，而非针对搭建者及其意图和目的来提问。质疑成员的个人动机将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破坏团队的凝聚力。针对模型提问题，能够使我们化解潜在冲突，使整场讨论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开展。提出问题意味着创造新的知识，因为我们正是通过对模型赋予新的含义，来在大脑中构建新的连接。

模型的故事或意义归搭建者所有。你所搭建的模型归你所有，并受到其他人的尊重。除非事先征得你的同意，否则其他人无权修改你的模型或故事。同样，未经他人允许，你也无权修改他人所构建的模型或故事。

不要中断流程。即便流程中出现的各种见解和问题会以书面形式被记录下来，供后续讨论，但是参与者仍可能想要立刻中断流程，针对各种观点中所涉及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通常，除非工作坊确定以这种方式开展，否则请不要中断“乐高认真玩”流程。

攻克难关带来的快感才会令人印象深刻。在“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中，你将会挑战能力的极限，但这些挑战绝不会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需要攻克种种难关，这会使你情绪高涨，当然有时候也难免会使你产生筋疲力尽之感。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重点介绍了乐高工作法领域中的主要概念。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该方法在形成和进一步发展中所涉及的种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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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乐高工作法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涉及诸多与学习、心理学以及其他邻近领域相关的科学理论。通过对这些领域的学习，我们获得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进一步改进该方法，并更清楚地理解了该方法之所以奏效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对这些理论做详细介绍。

乐高工作法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参与者在流程中不断学习的结果。本书多次探讨到学习。简而言之，在我们看来，学习意味着将某种体验融会贯通，并内化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体系之中。融会贯通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行为，人们必须亲自去理解，无人能代劳。

例如，当你在阅读第8章关于心流的知识时，你将获得一种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的学习体验。然而，我们并不知道你已经拥有哪些知识，因此我们无法代劳，你是建立此类联系的唯一人选。

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相关理论之前，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即乐高工作法并非基于任何新的或具有开创性的科学理论。如前文所述，该方法是以行动研究、各学科已经证实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的，其中一些理论已经在乐高集团内部形成了固定的体系，还有一些理论则不断出现在乐高工作法的发展和应用之中。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对这些理论做详细介绍。随后，我们将展示这些理论是如何应用到乐高工作法之中，又是如何为参与者带来价值的。

为了使这些理论的应用更加通俗易懂，我们在书中设置了一些动手练习。因此，在阅读本书的这部分内容时，如果你能亲自动手搭建，那你将获得更多理解。你不妨现在就去找一些乐高积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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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乐高积木，就不存在“乐高认真玩”的方法。乐高积木之于“乐高认真玩”的流程，就好比阳光之于太阳能电池。如果没有阳光，就无法产生太阳能。然而，对于许多未曾体验过该方法的人来说，其流程十分令人费解。他们会想，为什么在应对复杂问题或挑战时，用乐高积木来搭建模型并讲述故事的方法，会比用团队讨论等传统方法更为有效。

儿童更乐于通过具体的动手实践来了解世界，实际上，这种方式对于成年人也同样更为有效。不过，大部分成年人对这种观点既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相较于抽象思维以及以语言和图表等形式所展开的沟通而言，动手学习的方式会更加有效”这种观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本章将围绕乐高积木的应用，逐一探讨与之密切相关的三个主题中所涵盖的理论：

1．在现实世界中构建事物来构建知识。

2．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

3．手脑并用，以手启脑。

在现实世界中构建事物来构建知识

简而言之，我们通过构建事物来构建知识！

动手尝试：请想一想，你工作中的哪个方面最能激发你的热情？哪些活动、哪些事或者哪些人最能够使你充满干劲？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请用一堆乐高积木来搭建一个模型，将这些使你充满干劲的方方面面以可视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此一来，即便是面对一个9岁的孩子，你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清楚在工作中有哪些令你充满干劲的人和事。图6-1是一个很好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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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直接动手搭建，让手“带领”大脑



在开始搭建之前，无须事先制订计划。你只需把积木拼搭在一起，或多或少形成某种结构，同时思考一下你想让这个9岁的孩子理解什么。你有四五分钟的搭建时间。“让你的手做主”。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乐高认真玩”核心流程中的前两步。我们已经向你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一步），并且你已经搭建了一个具有意义的乐高模型（第二步）。现在进行到第三步——分享故事。你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完成这一步：与他人分享，如与一个9岁的孩子或者你的配偶或同事等分享；与你自己分享。如果你选择与自己分享，那么请记下故事的要点，或者用智能手机将故事录下来，以供后续回顾或以后再分享给其他人。

下面，让我们继续进行“乐高认真玩”核心流程的第四步：反思。现在，轮到你来提供以下信息：

我的工作是_______；

我最喜欢的方面是_______；

这方面让我充满干劲的原因是_______。

实际上，你是在通过具体的动手实践来体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和“构建知识”（constructionism）。整个拼搭过程帮助并迫使你不断收集与该主题相关的想法。其中，有些想法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而另一些则较为隐晦，只有在搭建模型或者分享故事的过程中才能浮现出来。总体而言，整个过程使你能够厘清并总结你的观点，并能将这些观点流畅地分享给自己或他人。也就是说，你已经通过构建事物的方式构建了知识。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

我们不妨深入了解一下著名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建构主义理论，该理论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何谓“通过构建事物来构建知识”。

皮亚杰是“建构主义之父”，但他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或许是儿童发展阶段理论。该理论以他的另一个理论，即儿童并非以简单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接受知识为基础。他们会利用自己的实际经验来构建极具连贯性并且强劲有力的“知识结构”框架。他们是经验和信息的被动吸收者，更是积极的理论构建者。

皮亚杰曾做过一项著名的实验，并从中发现，低龄儿童会认为将同一杯水从粗矮的杯子倒入细高的杯子时，水量会发生变化。这些儿童构建了一种理论，即“更高意味着更多”，事实上，该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成立的。毫无疑问，他们是通过积累的诸多相关经验（如儿童之间背对背比身高、搭建积木塔、往杯子里倒牛奶等）来构建该理论的，并将其发展成了一个牢固的知识结构。如果你坚持称水量并未改变，那无法说服这些儿童，即你不能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正确答案，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你。他们必须重新根据自己的经验，构建一个新的理论，即“更粗也可能意味着更多”，并以此为基础再去构建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知识结构，如此才能让自己理解，为什么当水从一个杯子倒入另一个杯子时，水量不会发生改变。

因此，建构主义认为，儿童并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空容器。相反，他们是理论的构建者，他们会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构建和梳理新的知识。实际上，对于所有学习新事物的人而言，皆是如此。

派珀特的构建知识

现在，不妨让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西蒙·派珀特（Seymour Papert）(10)所提出的相关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派珀特曾与皮亚杰共事。他认可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但他想将这个理论扩展到学习和教育领域。

派珀特曾试图创造一种能更有效地将皮亚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学习环境。他认为传统的学校环境缺乏新意、过于被动，且大都以讲授式教学为主。他相信儿童都是积极的构建者，然而传统学校却无法向他们提供或者营造能让他们自由构建的环境。

派珀特最终将他的理论称为“Constructivnsm”。该理论涵盖了与皮亚杰的构建主义相关的所有内容，并有所超越。该理论认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基于与世界的互动来将所获得的知识打造成一种结构体系的，那么我们在实际构建某种事物时，将能更快速、更深刻地创造与之相关的知识，不论是一座沙堡、一台机器、一个计算机程序还是一本书。简而言之，就是“当你的双手在构建实物时，你的思维体系同样在构建知识”。

由于派珀特的构建知识理论是以皮亚杰的建构主义为基础的，因此实际上，该理论涵盖了两种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构建类型。当人们动手构建实物时，他们同时会在思维中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而由此获得的新知识又使他们能够动手构建更加复杂的实物，从而产生更多的知识。如此反复，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这一理论无疑与乐高工作法的核心理念相吻合，即当我们积极构建某种实物时，我们往往能够学得更快更好。

20世纪60年代末，派珀特曾观察到，一群学生在几星期的时间里以积极的态度沉浸在美术课的肥皂雕塑创作中，这使他开始思考建构主义。在观察过程中，无论是学生的参与度、雕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力和独创性、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协作程度、整个雕塑项目的持续时间，还是在创作过程中学生所体验到的快乐和愉悦，都令他印象深刻。

作为一名接受过长期训练的数学家，派珀特不禁想知道，为什么大部分数学课与这些美术课有着如此大的区别。他观察到，数学课往往沉闷无聊、枯燥乏味，并且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在授课，对学生来说实在是毫无乐趣可言。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他自身的经历与体会来看，数学同样能够令人振奋，同样具有美感、挑战性和吸引力，同样可以像制作肥皂雕塑那样充满创造力。那么，如此拥有潜力的一门学科，为何会令大多数孩子毫无兴趣？

这次观察使派珀特陷入了深思，于是他花了多年时间设计出一套更具建设性的数学学习方式。他知道，不同于美术课上所使用的简单材料，数学课上将需要用到更加复杂、功能更强大的媒体工具。20世纪70年代，派珀特与同事设计出了“LOGO计算机编程语言”，这种语言能让孩子们通过在计算机上创作图片、动画、音乐、游戏、仿真模型等来学习数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派珀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成员开发了“LEGO TC Logo编程软件”，这款软件将计算机编程语言与常见的乐高积木合二为一。这个新工具使孩子们能够通过在计算机上编写程序来控制他们搭建的乐高模型，而乐高模型也因此能够产生极为丰富复杂的行为结果。派珀特反复观察到，孩子们不仅仅是在利用这些材料来学习数学和设计，而且更是以数学家和设计师的身份在探索、构建，这使他得出一个结论：“想要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善老师的教授方式，而是给予学习者更多机会，使他们能以更优异的方式去建构。”1

根据构建知识理论所述，乐高工作法中最主要的学习驱动力，来自通过搭建你喜欢并引以为傲的事物来进行学习，并且对于你所搭建的成果，你可以自豪地认为“这属于我”。正如派珀特所说：“相较于别人直接告诉我们的知识，我们在构建自己关心的事物的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更加透彻、更加牢固。”2

构建知识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构建，即你在动手构建实物时，也会在思维中构建与之相关的知识。与构建知识理论不同，“传授主义”（Instructionism）指的是，别人将他认为你理应掌握的知识传授给你。这两种获取知识的方式并无优劣之分。比如，儿童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学习交通指示灯的含义，一种方式是由你直接告诉他们绿灯行红灯停，另一种方式是让他们到马路上，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第一种直接传授的方式更合适。同样，我们在本书中直接告诉读者，乐高积木既可以用作转喻也可以用作隐喻，这也是在通过传授的方式来使读者掌握相关知识。总之，传授知识并非一种错误的学习方式，这就好比用药，如果你在正确的时间服用正确剂量的药物，那自然是有助于康复的，关键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思维与抽象思维

下面我们来动手做个小练习，使讨论更加生动有趣。在乐高专业用语中，我们将图6-2中所示的积木称为“2×4积木砖”。这是一款非常典型的乐高积木砖。


[image: ]
图6-2　乐高2×4积木砖



图6-3的二维图展示了三块2×4积木砖拼搭在一起的样式。当三块积木以这种方式拼搭时，该模型的左视图为A，前视图为B。现在，你需要拿起笔，在不使用三块2×4积木砖拼搭出实际模型的情况下，绘制出该模型的右视图或者后视图（请注意，不是顶视图和底视图）。你可以多花些时间来画，因为你很可能会发现这项任务极具挑战性，甚至难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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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由三块2×4积木砖拼搭出的模型的两种视图



如果你画完或者放弃了，那接下来请用三块2×4积木砖拼搭出相应的模型，使其前视图和左视图符合A和B的样子。如果你画得正确，那么其右视图和后视图也应符合你的图；当然，如果你画错了，那也无须灰心。除非接受过此类绘画技术的专门训练，否则大部分人都很难在不拼搭出实际模型的情况下一次就画对。不过，如果能够用积木拼搭出实际的三维模型，从而将其每个侧面的视图可视化，那么我们所有人应该都能画出侧视图。通过积木产生的具体形象思维，使我们能够更快速、更准确地完成对于该模型形式的抽象展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图6-4，图中分别以三维和二维两种形式展现了同一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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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以二维形式展现事物的技能需要后天习得



图6-4右侧是一张展示建筑物三维模型的效果图，无论是用它来思考还是交流，都十分直观。你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在这栋建筑中居住或玩耍时的种种情景。左侧则是该建筑物的平面设计图，它是对该建筑物的形式抽象展示，我们通常只会将之视为设计过程中的文件，而不会用它来进行直观的思考。

通过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已经对具体形象思维有了更多了解，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派珀特所提出的理论中。虽然他的构建知识理论是以皮亚杰的建构主义为基础的，但他最终还是发现了皮亚杰儿童发展阶段理论的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而言，就是“皮亚杰坚持认为形式抽象思维是最具价值的思维模式”。派珀特指出，“这导致皮亚杰将具体形象思维视为儿童思维，虽然他最先发现‘具体形象思维’，但却未能全面认识到这种思维是一种人类理性思维的普遍形式”。3换言之，皮亚杰认为形式抽象思维是一种比具体形象思维更高级的思维方式，具体形象思维只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阶段，一旦我们发展出了更高级的思维方式，就无须再利用具体形象思维思考了。

派珀特则认为，具体形象思维（以动手的方式思考）并不只是儿童思维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更是一种具有特定优点和用途的思维方式，它与逻辑思维或形式抽象思维并无优劣之分。换句话说，派珀特的观点与皮亚杰不同，他并不认为具体形象思维在认知体系中犹如婴儿的牙牙学语阶段。相反，他将具体形象思维视为一种与形式抽象思维相辅相成的思维方式，并向许多人解释了这一观点。在派珀特看来，将具体形象思维弃之不用，而选择纯粹的形式抽象思维，简直大错特错，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放弃了一种极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放弃了大量只能通过这种思维方式获得的知识。

手脑并用，以手启脑

我们在第3章中强调过，乐高工作法需要解决的三大挑战之一是解锁新知识。不过，有一个问题增加了我们应对该挑战的难度，即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掌握哪些知识。换句话说，我们对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并没有很全面的认识。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出自人类大脑错综复杂的结构。如前文所述，我们的部分知识储存在大脑深处，部分知识储存在大脑皮质的不同位置，还有部分知识储存在海马体。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知识记忆都易于唤醒。

多年来，在我们推广乐高工作法的经历中，常常听见有人说：“我根本不知道我知道这一点。”有时候，人们会更具体地表达出这一感受：

当你提出问题时，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甚至不知道从何开始。所以，我听从了你们的意见，虽然我不知道应该搭建什么，但我选择不去多想，直接动手搭建。突然之间，我就意识到，我已经在眼前的乐高模型中找到了答案。

通常，当参与者不得不回答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却觉得（显而易见的）答案无处可寻时，他们就会说出如此言论。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的是，他们往往都能成功地找到答案。

事实证明，乐高工作法唤醒潜意识中知识记忆的能力，远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强大得多。这促使我们如今格外强调“手知识”（hand knowledge）。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在大脑并未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双手所掌握的知识”。比如，当你驾驶汽车时，你的双手可能执行了一系列你并未意识到的操作。但是，乐高工作法中的“手知识”和驾车时手的操作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区别：驾车时，你可以刻意让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你的手在执行一系列默认操作时应用了哪些知识；但是，对于乐高工作法中的“手知识”，你只有在没有过多预先计划的情况下，直接动手搭建，才能使它浮现出来。

为了帮助参与者以手启脑，用双手唤醒知识和见解，我们提出的第一项基本原则是：相信你的双手。我们以此来鼓励他们在面对问题时不要多想，在没有搭建计划的情况下直接开始，甚至不需要思考自己为何拣选手中的积木块、为何要将它们拼成眼前的形状。第二项基本原则是对第一项基本原则的补充：无须过多思考将要搭建什么样的模型，直接动手搭建。

很多人在通过搭建模型顺利解决问题之后，往往会说：“刚开始我觉得无从下手，但我听从了你们的意见，直接开始搭建，突然间我就发现，解决方案已然在我眼前。”这种时刻往往让我们认识到上述两项基本原则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图6-5所展示的模型来自一次领导力发展工作坊，该工作坊的首要任务是解锁参与者对“何谓优秀领导力”的看法。刚开始参与者觉得无从说起，但是当他们搭建完图6-5所示的模型之后，突然之间，他们的看法就浮现了出来。模型中蕴含的故事是：优秀领导力在于能够了解团队的独特优势以及价值所在，并能够在考虑到其共性和差异的前提下将二者结合起来（如图6-5中间的积木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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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展示“何谓优秀领导力”的一种方式



在开发和推广乐高工作法的经历中，纵然我们体验了“手知识”的力量，但却未曾读到过任何一篇能够解释相关概念的研究文献。不过我们认为，进化对“手知识”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化

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表明，手脑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和玛丽·利基（Mary Leakey）及其子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11)，以及唐纳德·约翰逊（Donald Johanson）、舍伍德·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等多位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这一关系的发展。

古人类学家从古人类化石“露西”的骨架中推测得知，大约从320万年前开始，人类祖先阿法南方古猿已经具备了直立行走的能力。这意味着其他肢体尤其是手被解放出来，可以做更多事。而且从露西的骨骼化石上能够明显看出，她不仅已经拥有5根手指，而且还拥有对生拇指。这是人类进化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对生拇指意味着人类的双手能够精准抓握。但露西的脑容量只有400～500立方厘米。对生拇指在人类祖先能人的化石中更加清晰明显。能人生活在大约210万年前，其脑容量为600～700立方厘米。

能人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他们是最早制作石质工具的古人类物种，这些石器包括用于敲击的石锤、用于切割的石片以及用于劈砍的石具。正如弗兰克·威尔逊（Frank Wilson）在其著作《手的奥秘》（The Hand）中所述：“所有具有现代性并能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人类行为特征，均出现于人类脑容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之中，而这些过程正是以能人大量制作和使用具有创造性的新颖工具为起点。”4

现代人体生理学十分明显地展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手与大脑之间的紧密联系。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曾绘制过一幅人脑图（如图6-6所示），图中显示了大脑用于控制不同身体部位的相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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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潘菲尔德绘制的人脑

资料来源：摘自《人的大脑皮层》（The Cerebral of Man）一书。



许多人在看到这幅图时，都会对图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感到吃惊：大脑之中用于控制手的部分居然如此之大。虽然这清楚地展示出手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似乎与抽象、推理等高级心理过程并没有什么关系。

作为当代主要智力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皮亚杰提出，智力源自思维与世界的互动。因此，形成诸如时间、因果关系、空间等既复杂又抽象的概念均属于活跃的思维活动，它们源自思维与周围世界互动时所产生的反馈。汉斯·弗思（Hans Furth）是皮亚杰理论的研究者和阐述者，他认为，作为一名伟大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最杰出的理论是“知识是一种构建其对象的活动”。5

从人类古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得知，手和思维之间的联系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这一事实与潘菲尔德和皮亚杰的科学见解都表明，用手来操控和构建世界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所在，更是大脑用来构建一切知识的主要方式。人类通过不断进化得以在这个三维世界中生生不息，而我们的大脑也在映射着这个过程。就连你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你的大脑也在通过尝试将其转化为实体对象来理解，因为别无他法。6

深入探讨“以手启脑”

乐高工作法与派珀特的构建知识理论和动手搭建过程密不可分。该方法并非一个简单的可视化建模工具，而是一种以实物来进行思考的方式，是一种以我们的双手来释放创造力、拓宽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只是早已被人们遗忘了。乐高工作法基于一个信念，即成年人能够找出尘封的具体形象思维模式，并再度将之利用起来，这将使他们获益匪浅。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我们可以使用其他各种各样的搭建材料，并不一定非要用乐高积木。话是没错，但无论是从多样性、灵活性、可重复使用性、模块性来看，还是从其搭建系统所具有的便捷性来看，乐高积木所具有的优势都远非其他任何材料可比的。

一家企业或公司，并非仅仅意味着企业大楼和其中的工作人员，它是一张在多个不同层次上有着复杂联系的庞大的关系网。因此，仅通过图形、流程图、块状图等书面形式，几乎无法将企业极具动态的性质表达出来。虽然计算机建模和仿真模型相比于静态模型更加进步，但依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我们通常很难从整体上去理解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乐高工作法却以一种大胆的方式，将派珀特的构建知识的力量运用到商界的复杂性之中，从而使构成企业的抽象关系网络变得具体、直观、易于理解。

如图6-7右下方所示，该模型并非在展示企业大楼，而是从系统的层面上展示整个企业。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当参与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企业时，往往能观察到他们在关于企业的文字和图表描述中（如图6-7的左上方所示）无法观察到的许多细节。在面对关于企业的直观的三维隐喻模型及其整体商业环境时，参与者便能够将各种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可视化，其清晰程度远非书面描述的效果所能及。不仅如此，参与者还能从一个更整体、全面的角度来观察他们的企业，并通过操纵、改动该模型，来预演各种假设情景，以观察它们所带来的后果。例如，“如果我们的主要供应商破产了会怎样”“如果我们将营销团队迁至亚洲会怎样”“如果我们的销售额突然翻倍会怎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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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展示某企业系统的两种不同方式



如前文中图6-4所示，绘制建筑物三维效果图的最终目的，是绘制其平面设计图。此处亦是如此，我们搭建企业三维模型的最终目的，可能也是制订如图6-7左上方所示的书面计划。乐高工作法是一种更快速、更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能够促使全员积极参与到该过程之中，并发挥出自己百分之百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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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将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用于理解乐高工作法。在早期的研究阶段，我们大多数是在直觉层面上，用神经科学的各项研究发现来支持乐高工作法的开发。后来，由于神经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等在脑功能成像中的频繁使用，许多医学和神经科学的专业人士发表了诸多相关论文，从而也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乐高工作法，并以此作为依据来增强该方法的效果。

可能大多数神经科学家会再三强调，将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直接应用于工作坊还为时尚早。没错，我们确实应该注意这一点。然而，在牢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的确在乐高工作法领域获得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发现。这些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在第6章所探讨的构建知识（派珀特）、建构主义（皮亚杰）和“手知识”等理论。在本章，我们将这些发现总结归纳为注意力、记忆和形成见解三大部分。

注意力的4个关键要素

情绪决定注意力能否集中，注意力决定学习效果，而学习效果又进一步的决定了记忆的深浅。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深入探讨“心流”理论以及与乐高工作法相关的情绪的内容。在本章，我们先探讨注意力。

我们可以将注意力定义为“专注于特定相关内容、不理会无关信息和刺激的能力”。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如果不将注意力集中在所学内容上，那么既无法取得学习效果，也无法记住所学知识。因此，注意力对于开发新的解决方案而言必不可少。但是，注意力是一种稀缺且极易耗尽的资源。更糟的是，大多数人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毫无成效的事情上。换言之，人们倾向于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些能使他们获得即时满足或者没什么挑战性的任务上。同样，如果在参与无聊冗长的20/80会议时，人们不幸属于80%极少发言的那部分，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将注意力放在与工作毫不相关的事情上，因此也就无法记住我们并未关注的会议信息。

让我们详细探讨一下注意力具有何种特征。

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我们无法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多个事情上。例如，当我们尝试同时处理多项工作任务时，不仅工作质量会下降，而且无法记住工作内容。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实际上是个伪命题。集中注意力能够提高海马体的参与度（我们将在后文中深入探讨），从而更可能形成记忆。

我们通常将注意力的强度定义为“注意力密度”，即单位时间内，个体观察或注意某个特定事物的次数。1换言之，在单位时间内观察的次数越多，或者观察的时间越长，注意力密度也就越大。乐高工作法正是通过将多种类型的观察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来增加参与者在单位时间内的观察次数的，即通过讲故事来调动听觉，通过模型来调动视觉，通过动手搭建来调动动觉。

能够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的关键要素有4个：

1．唤醒，即将情绪调动起来，投入正在参与的事情。

2．空间定向，即我们需要四处走动，使身体朝向我们所观察的事物。研究者指出，空间定向有3步：脱离、移动、参与。

3．查新和奖励，即我们认为正在参与的活动具有一定的新颖性，或能使我们从中获得某种奖励。

4．执行组织，即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所参与的事情与我们的目标保持一致。

那么，我们应如何将这4个要素应用到乐高工作法中呢？

唤醒：利用强大的视觉隐喻，如得宝系列中的各种动物（鲨鱼、老虎、大象等），将参与者的情绪全方位调动起来。关于情绪对形成记忆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一步探讨。

空间定向：当引导师提出搭建问题之后，参与者必须将自己从之前参与的事项中脱离出来，全身心投入乐高积木的搭建中去。例如，“乐高认真玩”应用技术（请参阅第4章）中的“搭建共享模型”以及“构建全景图”等，都利用了空间定向来提升参与者的注意力。在此类情况下，参与者使自己从特定的模型或视角中脱离出来，移动至其他位置，然后重新参与到观察中去。我们在布置“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的会议室时，会将特殊的搭建套件放在距离参与者的位置较远的桌子上，使参与者不得不走过去，这一点同样利用了空间定向。还有，请回想一下当你在阅读本书第6章时，你是如何脱离阅读过程转而搭建模型的。当时，你很有可能是将书放下，移动到桌子的另一边，然后开始参与搭建。

查新和奖励：通常，对于参与者而言，通过搭建乐高模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本身就具有新颖性。如果参与者是第一次参与“乐高认真玩”工作坊，那么他还将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新”搭建套件。此外，我们经常观察到，对于团队或组织长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如果参与者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他们往往就能获得所有参与者的认可，这种认可正属于精神上的奖励。这种奖励也会进一步增大参与者的注意力密度。

执行组织：在工作坊开始前，有一点必须先确定好，那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应如何将组织的目标与参与者自身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参与者就能目标清晰地参与整场会议，这将促进他们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从而使参与者集中注意力、屏蔽无关信息。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个问题，即大脑无法长时间将注意力集中在同一刺激因素上，在工作中尤为明显。如果勉强为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从思考和观察中所获得的结果将会越来越少。此时，我们最自然地反应就是暂停一下，休息片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脑可以针对其关注的事物，建立新的突触连接。你或许有过类似经历，例如，工作久了，就需要浏览一小会儿网页或者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为了让参与者在工作坊中能够集中注意力，我们不仅要求他们必须全程关闭手机，而且要求他们仔细倾听、深入理解、寻找规律并尽量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同时，我们还会刻意布置会议室的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在无人干扰的环境中安静地搭建自己的模型。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每名参与者既能独立思考又能同步合作。

记忆的形成和保持

“记忆”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实际上，记忆能细分为好几个系统。首先，记忆分为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短时记忆又称工作记忆，它涉及大脑对输入信息的即时处理，即我们在处理任务或与人对话时，思维中所存在的信息。例如，我们在向某人询问一串电话号码并且马上需要拨打此号码时，就会用到短时记忆。

长时记忆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非陈述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非陈述性记忆是内隐记忆，它包括身体技能、习惯和条件反射等。研究人员认为，非陈述性记忆所涉及的大脑区域与陈述性记忆的不同。如果本书是我们以足球教练的身份撰写的关于体育的书，那么，它的重点可能会在非陈述性记忆上。

陈述性记忆可以进一步分为：①情景记忆，即人们根据时间和地点对某个个人经历或其他事件的记忆；②语义记忆，即人们对一般事实、关于世界的知识、客体以及语言等的记忆。理解上述两种陈述性记忆，对利用好乐高工作法至关重要。

通常来说，上述两种陈述性记忆的生成均分为三个阶段：

1．编码和形成，即在大脑中形成实际记忆的阶段。

2．保持和提取，即在行为（如对话）中保持、提取和应用记忆的阶段。

3．编码和强化，即强化已存在记忆的阶段。记忆始终面临被遗忘的风险。

上述所有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你当然可以认为，学习本身就意味着能够将记忆中的新知识轻松提取出来。但首先，你必须脑中有物，否则提取也就无从说起。因此，想要利用乐高工作法获得理想效果，编码和形成显然是第一个关键阶段。

在探讨如何强化记忆之前，我们还需要探讨大脑的一个区域：海马体。大脑的海马体与大脑中较新的部分（皮质）和较老的部分（皮质下的结构）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海马体是形成和提取记忆的核心区域，其中储存着一部分记忆。你可以将海马体视为你的个人搜索引擎和存储引擎，因为它不仅可以帮你编码记忆、决定存储位置，还能帮你在日后提取记忆。

那么，我们应如何利用乐高工作法来帮助参与者增强记忆呢？除了集中注意力，研究人员还指出了以下几点：

·　对信息的加工程度；

·　情境对提取记忆的重要性；

·　生成信息；

·　带动情绪。

对信息的加工程度

我们对信息的加工程度越深，所形成的记忆就越牢固。在计算机中，信息通常会被存储在电子文件中，但在人的大脑中，信息是以一种类似于网状的结构储存起来的。因此，对记忆的联想越丰富、越多样化，记忆网就越牢固。如果学习者还能够将信息转化为对个人有意义的联系，那么他对此便能形成更加牢固的记忆。

乐高工作法为参与者提供了多次深度加工信息的机会。

首先，在“乐高认真玩”核心流程的第二步中，参与者必须搭建模型并赋予其意义。此时，他们有时间探索并评估他们所建模型的意义，这一系列行为正属于达瓦奇、基弗和大卫·罗克（David Rock）在《神经领导力杂志》（NeuroLeadership Journal）中所描述的“语义加工”（semantic processing）2。在阅读第6章时，你所经历的动手搭建过程同样属于语义加工。

其次，在第四步反思阶段，其他参与者有机会针对模型向搭建者提问。这不仅有助于其他参与者理解搭建者的模型的意义，而且使搭建者有机会将其阐述清楚。通过讲述，搭建者在搭建模型时所感受到的灵感和动力，也得以向其他参与者再现。引导师通常也会提出问题，并鼓励搭建者从不同角度讲述故事。

最后，在应用技术的第二项至第七项中，参与者需要共同创建模型和故事，这使他们能够在感官上对信息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处理。多模块的工作方式有可能会刺激人们大脑中前额叶皮质中的多个神经网络，从而形成牢固的记忆。

情境对提取记忆的重要性

对于提取记忆而言，情境能够起到很好的提示作用。再现或回到记忆中的情境，有助于我们回想起当时所获得的见解以及所做出的决定。这是因为记忆本质上是编码和提取之间的交互，因此，当这两种行为所处的情境相匹配时，我们最容易回想起关键信息。例如，退伍军人回到战场时会回想起许多战场上的往事。再举个简单点的例子，我们翻看度假期间拍的照片时更容易回想起那时的经历。

在“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结束后，我们会强烈建议小组参与者将他们搭建的乐高模型带回办公室；如果是个人模型，我们则建议他们带回各自的办公室。这将使他们能够通过情境再现的方式更好地提取记忆。如果经常看到这些模型，他们就能回想起工作坊中的情境，回想起当时所做出的种种决定，从而进一步根据这些决定采取行动。

生成信息

生成信息是学习者亲自参与创造新知识的过程。神经科学的研究者观察到，相较于单纯地阅读信息，生成信息能够使人的记忆更牢固。这一点也非常符合逻辑。如今我们对大脑的观察和研究也证实了一个古老的真理，即对知识的拥有权能够优化学习效果并建立长时记忆。生成信息和对信息的加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你是靠自己生成的新知识，那么就意味着你对信息进行了深度加工。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用笔记下某些内容时，即便之后不看笔记，单单记笔记这个过程也有助于我们回想起那些内容。

在乐高工作法的过程中，参与者首先必须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独立“生成”乐高模型和故事。同时，对于核心流程第一步中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参与者都必须“生成”自己的答案。在核心流程第四步中，还有可能出现后续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会涵盖所有已建模型，因此这也将使参与者进一步加工信息。

带动情绪

研究表明，“记忆是否生动鲜明”与“事件发生时是否引起了个体强烈的情绪”之间有着极强的相关性。3研究人员认为，强烈的情绪能从两方面强化记忆：①使个体集中注意力；②能够刺激杏仁核，杏仁核是重要的大脑结构，在控制、体验和编码情绪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神经科学家认为，如果杏仁核在某些事物的刺激下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反应，它就会向海马体发出信号——“这段记忆很重要，你最好保存一下，以便我们日后查找”。你或许还记得，海马体正是大脑的搜索和存储引擎。

乐高工作法几乎不可能不带动参与者的情绪——大多时候都是积极的情绪，也有时是一些中立的情绪。玩耍本身的体验就能给参与者带来好心情，同时，使用隐喻以及讲述故事都会给他们带来强烈的感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巩固记忆。例如，图7-1中所展现的“宰杀现金牛（毁灭摇钱树）”就是一个能使人产生强烈情绪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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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宰杀现金牛（毁灭摇钱树）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探讨过在乐高工作法中如何使参与者形成并保持牢固的记忆。我们也已经知道，如果参与者注意力不集中，形成的记忆将会十分薄弱，并且容易淡忘。因此，防止参与者分散注意力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一些研究表明，当人们的注意力分散时，海马体实际上处于未激活状态，这会导致形成的记忆很少，甚至没有。这样一来，参与者将无法记住工作坊中所讨论的内容、他们获得的见解，以及他们通过破除惯性思维所做出的新决定。故此，我们在乐高工作法中还使用了另外两种技术，来强化参与者的记忆：

1．将学习分散到工作坊的多个时间段中。实际上，我们在“搭建个人模型和故事”（技术1）以及“构建全景图”两个步骤（技术3）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合理设计工作坊的流程，意味着我们能够将学习分散到不同步骤中去。研究表明，这种做法有助于形成更牢固的记忆。

2．组块化。以搭建乐高模型的方式来解决复杂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将知识简化并“分解成块”的做法。反之，我们也可以将“构建全景图”视为一种“组合成块”的做法，因为在该步骤中，参与者必须将具有相似意义或能形成某种模式的个人模型组合到一起（如图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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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模型的摆放位置有特定意义，它们讲述了一个整体性故事



不论是简化，还是组块化，都有助于参与者在工作记忆中生成并储存更多信息，从而让他们的讨论更加深入。

获得新见解

我们在第6章提到，有不少参与者在工作坊中说：“我根本不知道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并未对如何获得新见解给出完整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就来进一步探讨新见解来自何处、大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形成新见解，以及参与者在乐高工作法中是如何获得新见解的。

新见解是针对已知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案，其本质是一种新知识。通常来说，单凭分析，很难获得新见解。因为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仅仅是将已知信息分解开，然后重新组合在一起。要想利用新见解来解决问题，就需要认知重构，并重新诠释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新见解往往令人觉得出乎意料，并让人体验到一种“顿悟”的感觉。在第1章Scurri公司的案例中，当参与者意识到公司一直将重点放在客户群上的那一刻，就是他们获得新见解的顿悟时刻。

新见解十分重要，因为相较于单纯地通过分析来解决问题，新见解能使记忆更牢固、更清楚。4获得新见解、集中注意力，再加上身体所分泌的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可谓三管齐下，这样能够使人形成非常牢固的陈述性记忆。

趋于平静

脑部扫描显示，大脑在获得新见解的前一刻，往往会趋于平静。此时，大脑不仅接收的信号更少，不同脑波之间的信号也更少。并且，脑电信号的波长也会发生改变。

因此，乐高工作法同样留出了能让大脑趋于平静的时间。这段时间通常是在核心流程的第二步——构建阶段。一般来说，在完成模型搭建之后，参与者会觉得自己的成品能够解答工作坊伊始引导师所提的问题，但时间仍有富余。此时，参与者处于一种放松状态，我们认为这段时间正适合用来使大脑趋于平静，从而为获得新见解做好准备。事实证明，的确有许多参与者在这段时间中获得了大量灵感，并对之前的模型进行了重新搭建。

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以前”的确经常发生。然而如今，我们遗憾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并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去将大脑中微弱的信号整合起来，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智能手机上，这无疑使他们失去了获得新见解的机会。作为引导师，我们鼓励参与者始终将注意力放在工作坊中，但是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稍一得空就立马查看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许多组织要求员工在工作时间内完全不许开小差，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健康、非常不利于大脑的工作模式。当然，这一话题也许应放在另一本书里专门讨论。然而，一想到许多参与者因为开小差而错失大量潜在的新见解，我们就会感到有些沮丧。

避免抑制情绪

在大脑趋于平静或将得到新见解的前一刻，大脑中前扣带回皮质会更加活跃。与海马体极为相似，这部分脑结构同样与大脑中其他区域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集中注意力的关键要素，如记忆、情感和动机等，就与该结构有关。另外，该结构还在错误检测和情绪抑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保证这部分大脑区域不被其他耗费心力的活动（如情绪抑制等）所占用。正因如此，我们竭尽全力地在“乐高认真玩”模型中接纳所有不同观点，并明确指出，没有错误的答案或解决方案。鼓励参与者随心搭建具体直观的模型，不仅能够使他们有机会为自己的想法贴上标签，而且能防止他们占用前扣带回皮层抑制情绪。

保持良好的情绪或积极的影响

如果拥有积极情绪，我们就能更容易地通过获得新见解来解决问题，从而更有可能形成牢固的记忆。积极情绪能够使大脑处于一种所谓的“预备”状态，或许是由于前扣带回皮质并未被占用，因此更容易发现微弱信号之间原本易被过滤掉的新联系。检测到这些信号是获得新见解的最后一个前提。

关注微弱信号

在“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中，让参与者有时间使大脑趋于平静之所以至关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对形成记忆十分必要，而且还因为这段时间能够使感觉门控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大脑此时会屏蔽无关信号，尤其会将许多视觉输入过滤掉。在这段时间内，大脑不再关注外界刺激，转而注意一些来自其他大脑区域较微弱甚至极易被忽略的信号。

研究人员发现，当大脑不再关注外界刺激时，大脑中会产生伽马波。伽马波的波长与我们平时观察到的脑电波波长不同，因此，神经科学家认为，伽马波的作用在于将来自不同大脑区域的微弱信号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我们产生新的见解。我们不妨将搭建积木的时段视为关注外界刺激的时段，将大脑趋于平静的时段视为关注脑部微弱信号的时段。

避免“启动效应”

最后，想要获得新见解和出人意料的解决方案，就必须保证答案的多样性。但是，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述，在大多数20/80会议中，几乎都是第一个发言人占用了绝大多数的发言时间。他通常还会设定解决方案的框架，导致其他参与者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神经科学将这种现象称为“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往往会陷入固定的回答模式之中。这无疑会进一步使与会者的答案和想法受到局限。

乐高工作法能避免会议中出现启动效应。因为它在会议一开始，就要求每名参与者搭建自己的模型（参见技术1）。如此一来，所有参与者就能在不受他人干扰的情况下，独立构建自己的故事。

在了解了与大脑相关的知识之后，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一种情绪反馈机制——心流。当我们处于心流状态时，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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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第二部分所述，我们认为，“学习”意味着人们理解某种体验，并将其内化到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体系中。大自然正好赋予了人类一种特殊的生物反馈机制，让人们在开展合理的学习行为（如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之后，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回报。当然，对于现代人而言，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能够在有意义的情境中开展有效学习。当人们实现这一目标时，就会从心底里感到快乐和满足。人们获得成功时，往往就能体会到这种感觉。比如，通过面试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工作，这无疑会令人们欣喜无比。并且，面试越难，人们所获得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就越强烈。

每当人们习得某些重要的知识或技能，就能体验到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生物机制是促使人类不断发展并了解世界的重要动力之一。身体利用积极的情绪和感受，来鼓励我们学习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事物，自石器时代以来，有效学习一直在帮助人类谋生存、求发展。正如我们在第7章所述，情绪决定注意力能否集中，注意力决定学习效果，而学习效果又进一步决定了记忆的深浅。

在过去的30多年中，无数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对这种深层次的满足感展开了彻底的研究。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i Csikszentmihalyi）(12)就是其中之一，他将此类感受或者心理状态称为“心流”。我们已经将关于心流的种种理论整合到乐高工作法中，使之成为个人学习和团队学习的主要动力。没有乐高积木，那么乐高工作法就无从谈起；同样，若非心流的概念渗透到乐高工作法流程的方方面面，那么该方法也无法发挥作用。

如何进入心流状态

心流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即完全沉浸于某个游戏或任务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忘记了所处的环境，并将学习潜力发挥到极致。心流的概念如图8-1中的模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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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心流模型

资料来源：汉斯·亨里克·努普（Hans Henrik knoop），《玩、学习与创造力》（Play,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根据心流模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我们的能力水平和挑战的难度相匹配时，我们就会进入心流状态。缺乏挑战性会使人感到无聊，挑战的难度过高则会使人焦虑。该模型还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心流来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了一次“闪光”体验。当我们成功完成了最初感觉力所难及的挑战时，当我们超越了对自己能力的期望时，就体验到了这种“闪光”时刻。

让我们来认真探讨一下心流模型。如果我们处于A1、A4或者A1与A4所形成的对角线区域内的任何一点上，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能力与挑战的难度能够完美匹配。此时，我们会获得成就感，并体验到心流。如果挑战的难度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A3），我们将会感到焦虑。此时，我们面临两种选择：提升技能，使自己达到A4；或者，降低挑战难度，使自己回到A1。然而在现实中，一旦我们意识到某个挑战具有意义，往往就很难置之不理。当我们的能力高于挑战的难度（A2）时，我们会感到无聊，并试图寻求更高难度的挑战，以期再次达到A4。在这种情况下，尝试回到A1是毫无意义且不符合逻辑的，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必须忽略或遗忘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能。

一直以来，电脑游戏和滑雪场的设计师在设计中都使用了心流模型。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无数电脑游戏和电子游戏的目标其实都是通关。人类天生就希望待在心流区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能力。对于电脑游戏玩家和滑雪者而言，这种充满学习动力的状态是他们理想的学习状态。如果玩家一直停留在A1级别的游戏上，最终就会感到无聊并失去继续玩下去的兴趣。只有当游戏的难度级别不断提高，使玩家想要进入A4时，他才会继续玩下去。然而，如果游戏的入门关卡难度太高，那么玩家就会卡在A3，这无疑会使他失去兴趣，转而去做其他事情。

如果你体验过高山滑雪，那你或许也能看出心流模型在滑雪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滑雪场的设计师会根据雪坡的陡峭程度和雪道的难易程度，将雪道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竞技等多个级别，这是滑雪者普遍熟知的分级系统。通常来说，这些级别分别被称为绿道、蓝道、红道和黑道。绿道坡度最为平缓，而黑道坡度最陡。这种由易入难的级别设计，使滑雪者可以通过选择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雪道来实现有效学习。随着滑雪技能的提升，滑雪者可以进一步挑战级别更高的雪道，从而提升自己在心流区域的位置。

无论是玩电脑游戏、练习高山滑雪还是处理工作上的项目，保持全神贯注都能让我们提升技能，从而让我们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学习会让我们获得知识上的增加和技能上的提升，因此，了解学习与心流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我们实现高效学习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个核心问题的答案，来清楚地阐明这一点。当我们询问别人“你认为自己何时能够高效学习”时，很少有人会说他们认为“长期来看，无聊时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最多”。同样，也很少有人会声称当他们“处于焦虑状态时，他们的学习能力会增强”。虽然在某项任务刚开始时，体验到短暂的紧张或焦虑是正常且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焦虑情绪会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绝大多数人回忆说，当他们面临一项难度适中又具有意义的挑战时，就会体验到高效学习。因此，想要体验到心流状态就必须满足以下三点要求：

·　任务情境对于我们而言具有意义。

·　我们所处的环境能使我们全身心投入任务之中。

·　这项任务既不无聊也不会使我们感到焦虑。

如果我们换个问题，询问人们“你认为自己何时最能享受生活”，我们大概率会得到类似的答案。很少有人会说他们认为无聊的时候最舒适惬意，也不会有太多人说他们乐意于生活在焦虑之中。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当他们沉浸于做一件既不太容易也不太困难的事情时，他们觉得自己最快乐。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玩耍和学习虽然看似不同，却是一体两面。通过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往往能在高效学习时体验到极大的快乐。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断言，高效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乐趣的体验，人们也普遍乐意通过玩的方式来展开学习。

心流与乐高工作法

本书在序言中简述了乐高工作法的发展历程，你可能还记得该部分曾提及，约翰·鲁斯和巴特·维克托在开展早期实验时，曾试图使众企业（包括乐高集团）的管理团队通过乐高积木来进行战略开发，但却因“不得其法”而遭遇了失败。后来，当罗伯特和他的团队接下了进一步开发“乐高认真玩”产品的重任之后，他们顺利找到了“解决之道”，继而不断将该方法推广到各个企业和行业的团队中去。

不论是“不得其法”，还是顺利找到“解决之道”，其实或多或少都与心流的概念有关。《玩、学习与创造力》一书指出：

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一定难度时，我们会体验到极大的乐趣和丰富的创造力，并学到大量知识或技能。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非常清楚，应该如何在我们所处的情境中实现目标。此类目标包括能力、活力和复杂性的发展，我们的大脑会以积极的情绪做出反馈，以鼓励我们保持这种状态。

当我们彻底了解了心流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乐高工作法操作系统中的重点时，一切便迎刃而解。我们当时就认识到，乐高工作法将会极大地增加带来真正变化和增强长期学习效果的机会。

在实践中，我们确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技能建立纳入乐高工作法中。对于乐高工作法所有的新用户来说，将技能提升作为该方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意味着确保他们能够借助乐高积木、隐喻和故事等，来提升自己的相关能力。同时，由于参与者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难，这无疑意味着我们同样需要确保这些能力的提升幅度。在这些过程中，我们都刻意使用了心流理论。

参加完“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的人，常常说他们不仅体验了一次智力上和情绪上的过山车之旅，而且还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他们认为不仅自己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且在工作坊中时间过得飞快，总之他们都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他们所描述的，正是他们不断进出于心流区域的体验。

然而，每个参与者达到心流状态的方式不尽相同。第一类参与者在工作坊开始时，会处于焦虑状态（A3）。通常，此类参与者会认为，他们达不到乐高工作法所要求的能力水平，他们或是由于之前从未玩过乐高积木，因此担心自己会处于劣势；或是认为自己并不具备工作坊中所需的创造力，担心自己面临的挑战会极其艰巨。

第二类参与者，认为自己在工作坊中感到无聊（A2）。此类参与者倾向于认为乐高工作法只是一种小孩玩的无聊游戏，并不适合严肃的商业场合，甚至有弊无益。因此，他们觉得参与此类工作坊无异于浪费时间。无论是处于焦虑状态还是处于无聊状态的参与者，他们实际上都是将注意力放在了自己对乐高工作法的错误预期或错误理解上，而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工作坊的目标上。因此，处于这两种状态的参与者，都不会对工作坊中的体验抱有什么期待。

第三类参与者，一开始处于A1。他们不仅对接下来的会议抱有期待，而且还以不断提升自己在心流区域中的位置、最终抵达A4状态为目标，并为即将到来的最佳学习状态做好了准备。

前文所说的技能建立之所以至关重要，原因正在于此。优秀的“乐高认真玩”引导师最为关键的技能之一，就是能够在工作坊开始后的45～60分钟之内，帮助处于A3状态和A2状态的参与者抵达A1。整个工作坊的设计，以及挑战难度的不断提升，都必须以帮助参与者进入心流区域为第一要义。想要使参与者顺利达到最佳学习状态，并使他们不断提升在心流区域中的位置，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　使参与者能够将注意力放在目标明确的任务上。

·　挑战的难度与参与者的能力水平相匹配。

·　对于参与者而言，挑战的难度是以合理的幅度在增大的。

·　规则清晰易懂。

·　对于参与者在每个步骤中的表现，都有清晰明确的评价。

在大多数组织中，每天都有大量处于A1、A2或A3的员工。那些感到压力巨大、疲惫不堪或任务繁重的员工，通常处于A3。由于他们既无法掌握必要的能力，又无法降低工作的难度，所以他们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愉悦感和满足感。那些开始寻找新机遇，或是认为自己的成绩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员工，通常处于A2状态。从大体上来看，全体员工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归类到上述几种状态之中。因此，一个好的领导者或管理者，需以不断关注下属在心流区域中的状态为己任，并帮助他们迈向永无止境的A4状态。

在第9章，我们将深入探讨想象力——一种能够帮助我们看见尚未存在的事物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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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想象力”一词拥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语言内涵。这些内涵都基于同一个观点，即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图像形成能力或想象能力，不仅能反映现实，还能超越现实。想象力是人们“构想超越事物原貌”的思维能力，是一项对乐高工作法而言至关重要的能力。我们的一部分目标是希望在企业发展、团队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层面上，推动人们向前一步、解锁新知识并破除惯性思维。这就意味着，乐高工作法应该能够鼓励人们发现新的现实和可能性。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约翰·杜威的话来说，就是“把事物看成另一种可能的样子”。

人们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两个词，然而，这样的用法是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当然，这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说想象力是“构想超越事物原貌”的能力，那么，“创造力”则是将想象之物应用到实践中去的能力。例如，如果一家企业的员工在想办法提升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发挥想象力；而当他们通过降低价格、提升客户服务质量等方法来达到这一目标时，他们就是在将想象出来的方法应用于实践，即发挥创造力。

市面上关于想象力的书籍和出版物数不胜数。对乐高工作法而言，想象力至少有三类：

1．描述型想象力——描述已存在的事物。

2．创造型想象力——创造新事物。

3．挑战型想象力——挑战已存在的事物。

在乐高工作法中，我们将这三类想象力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为战略型想象力。由于不同类型的想象力意味着它们的实践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因此，在我们进一步探讨战略型想象力之前，不妨先来分别探讨一下上述三类想象力（三种“构想超越事物原貌”的方式）的作用。

描述型想象力：事物的合理化

我们身处一个复杂难懂的世界，描述型想象力的作用正是让我们形成与之相关的图像，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描述型想象力能够根据个体多年积累的经验，对数据和信息进行重新排列，并从经过严密分析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中识别出模式和规律。描述型想象力不仅揭示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还让我们能够将事情合理化，从而发现新的可能性和机会。这种描述并理解世界的需求和能力，对于任何一种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发展也不例外。例如，由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所提出的五力模型和价值链，以及无处不在的2×2矩阵图，都能成功地唤醒我们的描述型想象力。例如通过全景模型作为隐喻，来以不同方式描述世界，将有助于我们拓展描述型想象力。这也正是人类处理复杂信息的惯用方式。如果赋予信息一定的结构，我们就能有效地运用描述型想象力，聚焦于重复模式，以新的方式看待现有的事物。我们在第1章以Scurri公司为例，详细讲述了该公司以商业模式画布为基础所设计的“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其中，利用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所提出的商业模式画布为工具进行思考，也是利用描述型想象力来理解世界的另一个例子。天气预报也很大程度地运用描述型想象力，通过展现图表的方式，更有效的沟通。图9-1中展现了一种利用描述型想象力来说明团队中的领导品质。这幅图中的模型意味着，“只有与领导者相同的思维模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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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利用描述型想象力展示团队思维的趋同性



创造型想象力：创造新事物

创造型想象力使我们能够看到尚未存在的事物。通过对事物或概念的组合、重组和转换，创造型想象力能够真正带来新的可能性。不论是愿景规划、创新试验，还是头脑风暴、打破常规，都离不开创造型想象力。描述型想象力能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看见“已存在之物”，而创造型想象力则能使我们看见“尚未存在之物”。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想象力来创建一些全新的和完全不一样的事物。图9-2中的模型正是人们运用创造型想象力的例子。虽然第四个车轮比其他三个车轮大许多或许不是什么好主意，但这也未尝不是一个“看见尚未存在之物”的生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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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利用创造型想象力，展示前所未有的想法



许多企业在制定创新战略时，常常会用到创新型想象力，它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打败竞争对手，还能使竞争对手的存在变得无关紧要。《华尔街日报》曾将加里·哈默（Gary Hamel）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之一，他所说的“为未来而竞争”(13)，所蕴含的正是这种精神。1无论是苹果公司制定与iPad和iPhone相关的战略、谷歌推出谷歌眼镜，还是维珍集团成立维珍银河子公司，抑或是微软推出的Xbox家用电视游戏机，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在利用创造型想象力将品牌扩展到诸如消费品、太空旅游和游戏等新产品、新市场中去。

当人们对现有选项不满意时，就会被激发出创造型想象力。创造型想象力总是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许多人将其描述为“灵光一闪”，并认为拥有创造型想象力的人“天赋异禀”或者“天纵奇才”。然而，清醒理智的人会发现，创造型想象力并不神秘，它无处不在，人人都有，它源于洞察力或大量的经验和分析。图9-3所示拉杆箱的发明就是一个发挥创造型想象力的著名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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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两轮拉杆箱



罗伯特·普拉斯（Robert Plath）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在家时酷爱摆弄器具，搞一些发明。1987年，他在原有四轮拉杆箱的基础上，发明了带有伸缩手柄的两轮拉杆箱。相较于之前必须平放在地上、靠拖拽才能前进的四轮拉杆箱，新的两轮拉杆箱可以直立起来，被人拉着前进。2普拉斯正是在带轮拉杆箱的领域中，看见了“尚未存在的事物”。其实，在1970年前后，四轮拉杆箱就出现了，但始终都没有流行起来。

创造型想象力在战略流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通常与制定创新战略紧密关联。创造型想象力与幻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指的是人们将注意力放在可能实现的事物上，并努力实现此类可能性；后者则属于无法实现的领域。如果我们以消极的方式发挥创造型想象力，就可能会产生风险，沉溺于幻想、不可能或不可行的方案之中。如果战略制定者没有将以往的经验纳入考虑，就往往容易陷入幻想之中。

挑战型想象力：挑战与破坏

挑战型想象力与上述两种想象力完全不同。我们通过发挥挑战型想象力来否定、反驳甚至摧毁我们利用描述型想象力和创造型想象力所获得的成果。挑战型想象力意味着推翻所有规则，一切从零开始。创造型想象力通常是在已有事物上增加新元素，而挑战型想象力则更进一步，它通常意味着彻底摧毁已有事物，还意味着从头开始，不做任何既定假设。如图9-4所示，参与者需要发挥挑战型想象力来挑战“汽车的车轮必须是圆形”这一观念，他们必须针对“如何舒适愉快地驾乘方轮汽车”想出一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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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利用想象力挑战传统智慧



发挥挑战型想象力的常见方法包括解构和讽刺。工程师、管理学家及作家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所提出的“再造”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经常误解这一概念，其实，“再造”并非指“改进现有运营方式”，而是指“完全抛弃现有运营方式，一切重新开始，重新设计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运作方式”。3乐高集团得以迎来转机，就少不了挑战型想象力的功劳。

虽然听起来似乎有悖常识，但此处的“解构”往往伴随着讽刺以及对“不存在所谓的真理”这一观点的认识。人们熟悉的连环漫画《呆伯特》（Dilbert），便是这种方式的绝佳体现。创作者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通过呆伯特的形象对商业世界进行了滑稽夸张的演绎。以呆伯特为主角的各种管理书籍应运而生，这个漫画角色在全球各行业战略制定者之间的对话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当然，如果用极端的方式去解构，去否定一切、拒绝一切，那将会使人一无所有。因此，人在发挥挑战型想象力时，可能会陷入一种战略虚无主义，即认为所有的选择都有缺陷、所有的计划都不可行、所有的定位都不精准且具有误导性。

战略型想象力

我们已经讨论过，人类具有在大脑中形成图像或想象事物的能力。具有挑战性的部分，在于如何使这种能力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激发人们对图像的创建。请试想一下，你坐在一张桌子旁，盯着一张白纸或白板，你需要通过画图，来展现你对企业当前和未来状况的看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需要得心应手的工具，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想象力。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乐高工作法是如何帮助参与者发挥想象力的。

某公司研发了一款独特的新产品，图9-5中乐高模型正中间的熊猫正代表着这款产品。然而，这款产品的销量却一直上不去。该公司通过“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发现了销量惨淡的根本原因：对于这款产品，该公司的确引以为豪，但却总害怕被模仿。因此，公司通过一系列手段，对该产品进行了过度保护。模型中“将大熊猫关在笼子里”“将笼子用栅栏围住”“团队成员还肩负守护之责”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这就导致虽然公司成员能看到玻璃罩中的客户，客户同样可以看到他们，但两者却无法展开沟通。


[image: ]
图9-5　发挥战略型想象力，理解当前状况、发现问题所在、挑战当前看待世界的方式



当团队成员找到根本原因之后，营销部门就开始针对模型展开“假设游戏”，即进行一些情景模拟试验。例如：“如果我们撤走负责守护的成员和栅栏，将会如何？”通过预演情境、预测可能出现的后果，团队成员便能找出将熊猫带出保护区并送至客户手中的最佳方法。

在这个简单的示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略型想象力发挥作用的过程，即前文所述的三种想象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参与者用乐高积木搭建模型，此时，他们发挥描述型想象力来理解现状；随后，针对现状，他们通过发挥挑战型想象力来构思解决方案；最后，他们利用创造型想象力来构想未来决策可能带来的新情境。

我们之所以在前文分别强调三种想象力的价值及其面临的风险，是因为我们发现，大多数人以为想象力只有创造型想象力这一种形式，并认为这种想象力有利无弊。实际上，每种想象力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当人们发挥挑战型想象力时，会给群体互动和社交氛围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也有许多人认为挑战型想象力有弊无利。然而实际上，挑战型想象力可能蕴含着无比巨大的力量。因此，引导师不仅需要创造出足够的空间，使参与者能够尽情发挥上述三种想象力的优势，同时，还需要避免让它们造成负面影响，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引导师的重要性。

对于工作坊中三种想象力相互作用的过程，参与者不会主动意识到，而且很难察觉到。但能够清晰观察到的是，在“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中，参与者通常表现出三种社交动态：

1．从收集的知识和经验中构建新知识。

2．共享新知识的意义。

3．内化新知识，完成转变。

在第10章，我们将讨论“玩”，尤其是“认真玩”。同时，我们还将阐明如何使刻意发挥想象力成为“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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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章，我们简要讨论了乐高工作法中“认真玩”的定义。本章将从两方面对这一定义展开更深层次的探讨：深入研究“玩”的益处和目的；深入探讨我们如何在“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中实现“认真玩”的诸多特征。

玩的益处

我们曾在第3章提及，约翰·赫伊津哈认为“玩”应该包含4个特征：

1．玩家能够全身心参与其中。

2．能够充分调动玩家的内在动机。

3．包含不确定性或惊喜。

4．涉及某些幻想或夸张成分。1

工作重在成果，而玩重在过程。应用乐高工作法的目的，在于让组织能够更快地获得成果，包括打造更好的企业。我们需要谨记在心的是，玩并非在浪费时间，它不仅能够发挥很大作用，还能为玩家带来诸多好处。

首先，从生物学层面来说，玩能够促进大脑发育。这其实是一个双向过程，大脑塑造玩的方式，而玩也会反过来影响大脑。随着玩耍活动越来越复杂，大脑中新的神经网络就需要参与其中，来处理这种复杂性。美国国家玩耍研究院创始人斯图尔特·布朗是研究玩耍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以一句简洁有力的话概括了玩的作用：“玩就像是促进大脑成长的肥料，不玩才是真傻。”2

其次，从社交层面来说，玩有助于调整人的情绪反应模式，使人能够更好地应对意外事件或模糊的状况。玩能够通过提升个体的应对技能，完善个体的社交能力，使个体为应对意外情况做好准备。在玩的过程中，你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与他人合作，或是展开争论。你可以探索、挑战、反驳，以及与他人达成一致。许多父母，尤其是男孩们的父母，都熟悉“打斗游戏”。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打斗游戏”对于培养包括如何处理冲突等社交技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玩使人们充满活力，使人们得以挑战新极限、发现新可能。布朗再次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玩让我们以轻松超脱的方式去面对矛盾、模糊的状况和宿命论，玩也是滋养信任、共情、关怀以及分享等行为的根基。”3

最后，从学习与发展层面来说，玩能够考验我们的能力、磨炼我们的技能。此外，我们通过玩所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往往更加深刻，从而形成更加牢固的记忆。在玩耍时，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冒险，去尽情想象在现实中无法想象之物，去大胆实现看似无法实现的事情。正如布朗所说：“当我们不再玩耍时，我们就停止了发展，此时，熵定律将发挥作用，导致一切开始瓦解。”4

玩，更深层次的意义

怀特布雷德和巴西利奥是来自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指出：“玩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们所知道的各种文化中，所有小孩子都会玩耍。并且有大量来自考古学和历史上的证据表明，人类自出现以来就一直如此。”5

怀特布雷德和巴西利奥还指出，成人不仅支持孩子玩耍，而且自己会参与玩耍。每个人都知道怎么玩，也知道玩会带来怎样的感受，但是，若要针对玩、何谓玩、玩能发挥何种作用等给出具体的定义，他们又会有些难以明状的感觉。6接下来，我们将引入一些关于玩的见解和发现，来使我们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玩涉及以下特征和要素。第一，通常来说，“玩”具有鲜明的文化、时间和空间特征，具体包括以下几点。玩的特征进一步决定了在哪里玩、何时玩、如何玩。

·　自由（玩家不一定要玩）。

·　间隔（上文中提及的时间特征）。

·　不以成果为导向（玩的目的不是获得成果）。

·　规则（能够帮助玩家将“现实”或“正常状态”暂时抛诸脑后）。

·　虚构性（对“玩不同于现实生活”这一观念的认知）。

第二，玩家通过玩来探索并表达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比如，儿童就经常会玩一些和他近期经历相关的游戏。在第2章介绍乐高积木时，我们曾指出，儿童经常搭建一些和他们最近经历相关的模型。在电子游戏领域，我们也观察到，《我的世界》游戏的儿童玩家同样会在虚拟世界中复制他们的现实生活。

第三，我们通常能将玩分为多种类型，如身体活动类、实物玩具类、象征性游戏、角色扮演类和既定规则类。在此基础上，乐高工作法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别——“认真玩”。

首先要界定的为，玩是一种转变性的力量。每个人在童年时期就凭着直觉使用这种力量，自然也理应在成年后继续使用这种力量。人类持续玩耍的年龄，天生就远远超过了其他物种。怀特布雷德和巴西利奥认为，人类“之所以拥有惊人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得益于思维的灵活性”。7将持续玩耍的年龄延长至成年时期，正是人们拥有灵活思维的基础。遗憾的是，我们还观察到，虽然人类爱玩的天性不会随着成长而消失，但成年人往往会忽略或压抑这种天性，刻意不去使用这种转变性的力量。

玩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玩既是又不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这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并且，与现实不同，玩可以随时结束。换言之，玩家可以随时退出或重新进入玩的状态。在玩的过程中，玩家随时可以暂停下来，去办点事、打个电话、休息一下，然后再回到游戏中去。玩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它使我们能够从现实和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它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活动。前文提及的约翰·赫伊津哈还曾指出，由于玩超越了理性的限制，所以人类才能变得如此理性。

这种晦暗模糊的性质使玩成为一把双刃剑：虽然它能够促进玩家的发展，然而它同样会使许多成年人羞于玩耍。他们会想：成年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状态中浪费时间呢？

这的确是玩的矛盾之处。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利用工作时间来玩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玩并非在浪费时间，因此，在办公场合禁止玩耍是不合情理的。与之相反，我们应鼓励员工在办公场合玩耍，而最佳方式正是通过乐高工作法来开展“认真玩”。

将“认真玩”应用于工作坊

我们在前文中强调了玩的三大益处，它们能使参与者在“乐高认真玩”流程中获得更好的体验和成果。由于这些益处是通过该方法中“认真玩”的文化、时间和空间特征得以实现的，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对其进行重点介绍。

“乐高认真玩”工作坊是刻意发挥集体想象力的会议

如果要将某次会议视为“乐高认真玩”工作坊，那需要明确以下三点：①团队为什么要开会（会议目的）；②谁将参加会议（会议的参与者）；③在何时何地开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此类事项均不可随意决定。

第一，会议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就意味着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团队成员有计划、有目的地聚在一起开会。他们知道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也清楚挑战的性质，只是尚未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需要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去发现“尚未存在的事物”，预演各种情景，从而找到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第9章已经阐述过，想象力具体可以分为描述型、创造型和挑战型三种。在“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中，参与者需要刻意运用这三种想象力。在工作坊期间，关于具体应发挥何种想象力并不会得到明确说明，但在工作坊开始之前，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明确一点：要达成工作坊的目的，就必须针对事先决定好的特定主题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一个清晰明确并能调动参与者积极性的“工作坊目的”，将能使他们在“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中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人类大脑前额叶皮质的功能之一，就是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长期目标和计划上。因此，为了使参与者能更加集中注意力，工作坊必须明确目标是什么，以及该目标是如何与个人或组织的长期目标保持一致的。

第二，明确工作坊的参与者是谁。乐高工作法基于两个假设：其一，每个人都能够做好，并且也愿意做好；其二，通过工作坊定能找到解决方案。引导师在工作坊中的作用在于引导参与者，而非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因此，参与者必须囊括所有与解决方案相关的组织成员，这一点至关重要。与解决方案相关，就意味着与当前情况或问题相关。因此，“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的参与者，必须是那些需要破除惯性思维、需要解锁潜力和知识，并需要利用工作坊的结果来做出更好决策的组织成员。

参与者不仅需要与解决方案切实相关，还需要能够发自内心地愿意参与到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来。玩，包括“认真玩”，都是受人的内在动机驱动的。如果一开始，参与者对利用乐高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是否合适有所质疑，那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工作坊所讨论的问题是否值得团队成员耗费心力去寻求解决方案，参与者则不应持任何怀疑态度。

要想让乐高工作法奏效，就必须认真设计会议室的布置，明确安排好时间和节奏。对于乐高工作法能否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这些元素都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工作坊召开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找到大小合适的会议桌、舒适的椅子，并确保当参与者需要集中注意力时不会受到其他活动的干扰。

工作坊的目的在于做好准备、深入探索，而非实际执行

我们在本书中一再强调，玩重在过程，而工作重在成果。这句话言简意赅地强调了，玩的目的在于寻得解决方案，而工作的目的则在于将解决方案投入使用，即工作通常是指落实或执行某项计划。这同样导致了一种矛盾的状况，即参与者通过“乐高认真玩”工作坊所得到的成果即便十分具体，它也只是一种准备工作，这意味着，参与者需要以此为基础来进一步制订更好的执行方案，打造更优质的企业。图10-1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形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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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乐高工作法的目标始终在于获得更多新见解、信心、组织承诺



乐高工作法以提问、构建、分享和反思4个步骤为核心流程，来使参与者获得对所提问题的新见解，这便是深入探索的第一部分。接下来在第二部分中，当该方法帮助个体解锁了新见解，并且让所有参与者倾听了他人的新见解之后，就能让他们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和试验，找到一个使他们充满信心的解决方案。由于新见解已经转化成全体成员的共识，这无疑会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其中，实现组织承诺。这就意味着，当他们在制定决策、实施计划时，即便不受监管，他们也会尽全力将决策和计划落实到位。

比如，参与者可能会通过乐高工作法构建出新的商业模式或形成新的企业愿景，但获得这些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然变得更优质了。它们只是团队成员对于如何制定下一步决策的共识。管理团队可以以此来决定如何配置资源、进入哪个市场、招募哪些员工等（详见第11章中的案例5）。

又比如，某场“乐高认真玩”工作坊针对某个新的建筑项目，邀请所有的工程参与方一起展开了探讨。通过工作坊，建筑师和工程师将会达成共识，并形成一份详尽的设计概要，但这份设计概要并不是设计蓝图。因此，工作坊的成果只在于指导工程参与方做出后续的决策，并促使他们全力投入项目中去。再比如，某团队通过“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形成了某款新产品的客户价值主张，但它同样不是新产品本身。

由于参与者无须在工作坊中直接生产或执行最终的成果，因此他们就不会感到有任何压力，这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放松投入的心态、带着浓厚的兴趣参与到工作坊中去，从而提高了最终成果的质量。

让我们回顾一下本书第4章所提及的“从起点迈向目标时可能出现的三种路径”，我们将在第11章再次提到。你可能还记得，其中“第三种路径”是如何帮助参与者在最短时间内达成目标的（模型中的B）。这条路径纵然曲折，但耗时最短，因为参与者虽然始终将理想状态牢记于心，但他们并不需要在工作坊中直接将理想状态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他们无须直接生产出结果。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展开探索、实验和测试。这进一步意味着，该过程具有反脆弱的特点。作家兼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将“反脆弱性”（antifragility）定义为事物因经受考验、挑战和挫折而变得越来越强的特性。8因此，通过玩的方式来创建答案，不仅能够使参与者探索更多可能性，还能迫使他们以玩的方式对彼此的答案进行挑战或质疑。

随着“乐高认真玩”工作坊进入形成最终成果的阶段，参与者可能需要集体创建全景模型、搭建共享模型，或是预演突发状况等。即便进入该阶段，参与者仍处于“认真玩”状态。不论是使用技术3将参与者各自搭建的模型连接起来，还是使用技术2来集体搭建共享模型，抑或是使用技术6来探索系统面对突发事件时将作何反应等，这些都不是决策，而是参与者在利用想象力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当参与者抵达一个新的状态，并形成了最终成果时，也就意味着乐高工作法的过程宣告结束，参与者此时可以将成果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你可能还记得，本书第3章曾介绍过“预算”的示例。当预算过程完成后，参与者同样必须将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详细记录下来，以用于制定后续的决策。与此类似，当参与者搭建好能够展现企业新愿景的共享模型时，就可以将成果记录下来，并将其应用到后续的决策制定过程中去。

图10-2展示了记录工作坊成果的第一步。图中的照片记录了该组织理想身份中所包含的关键要素。此外，组织还可能会采取措施来对这些内容进行提升、强化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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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一种记录和沟通“乐高认真玩”成果的方式



当团队成员在参与工作坊时，由于他们无须面对直接生产或执行最终成果的压力，因此他们能够以一种放松的心态去想象“尚未存在的事物”，去探索、实验和测试各种解决方案。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对某一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并能决定一个有利于制定未来决策的流程。

工作坊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或语言

为了为参与者营造一个安全的玩的空间，以支持“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的整个流程，在工作坊开始之前，引导师往往需要阐明一套非常具体的规则。其中，部分规则是乐高工作法所特有的，我们在第5章介绍“乐高认真玩”规范时已经说明过；其他则是大众公认的引导规则。

规则1：引导师所提的问题，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在工作坊开始之前，全体参与者必须清楚并接受工作坊的开展方式：接下来将由一名引导师引导整个会议流程、提出某个经过精心设计的问题。在工作坊之外，该引导师可能并没有特殊的权力、地位或资历，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他都并非公司内部成员，但是整个工作坊的开展方向将由他来把控。这一点关乎到工作坊的意向性：会议意向清楚明确，并且参与者相信引导师能把控好方向。也就是说，参与者不应质疑引导师的地位及其提问的权利，而应相信他的引导流程能让工作坊取得理想的效果，并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对答案的探索中去。

规则2：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参与搭建和共享。“乐高认真玩”工作坊要求所有参与者必须全程参与。这不仅意味着工作坊中不允许任何参与者只观看不动手，还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以构建乐高模型的方式来回答引导师所提出的问题。

规则3：意义包含于模型之中，而模型和故事均属于其构建者。这意味着，不存在任何错误的构建方式。虽然参与者在创建全景模型以及搭建共享模型时，会进一步拥有共享模型的所有权，但这些都必须以个人搭建的模型为基础。对于参与者而言，这项规则并不难遵守，但它所包含的限制，它往往会让参与者觉得更有挑战性。换言之，如果“意义即模型”，那么在共享时，他们只能分享模型中包含的意义。因此，参与者在发言时既不能离题，也不能天马行空，亦不能炒冷饭。如果他们所表达的内容不存在于模型之中，那就到此为止，无须再讲。这种方式不仅能让参与者在情感上投入故事分享的过程中，还能保证故事内容新颖简洁。

规则4：可以针对模型提问，但不可质疑搭建者。参与者既无权解释他人的答案，也无权声称别人的答案是错误的。他们可以持有不同意见，然后通过自己的模型表达出来，或者针对模型提出问题，这意味着他们不可以直接质问搭建者，而只是针对每个人都能直观地看到的模型来提问。通过这种方式，就保证了“认真玩”的过程能够全程围绕工作坊的主题来开展，避免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

在某场工作坊中，规则4的确帮助参与者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从而使整个团队得以向前迈进。该工作坊的参与者是一支高管团队，工作坊以制定新的企业愿景为目的。在这支高管团队中，不仅有一名刚从外部“空降”来的首席执行官，还有至少三名在此之前有望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人选。整间会议室都充斥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消极氛围，但“仅针对模型提问”这一规则，使得整个团队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作坊中所讨论的内容上，而没有去关注讨论者本身。

当某名参与者分享完故事之后，引导师将演示“针对模型提问”的相关技巧，并帮助参与者参与提问（即核心流程的第四步——反思）。

规则5：关闭手机。与其他类型的玩一样，“认真玩”同样需要避免外界的一切干扰，从而使参与者全身心投入其中。通常来说，在工作或娱乐时，人们不能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但是在玩时，尤其是“认真玩”时，摒除外界的干扰至关重要。

第二部分的主题包括构建知识、脑神经科学、心流、想象力和玩，它们对于乐高工作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石。如前所述，其中一些理论在较早期就成了乐高工作法的基础，还有一些理论随着乐高工作法的发展和应用而出现并不断变得更加清晰明朗。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些内容做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乐高工作法在全世界各组织中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在乐高集团中的应用方式。这将是本书第三部分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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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第三部分将进一步探讨乐高工作法是如何应用于企业、团队和个人发展的，以及应用于哪些方面。

首先，我们将探讨组织通常在面临哪些类型的挑战时会用到乐高工作法。我们将提供一组具体的案例，以此说明该方法在不同行业和文化中具体用于解决何种问题。

其次，我们将阐述，我们是如何在乐高集团内部用该方法来打造一家更优质的企业的。

我们之所以挑选这些案例，是为了让你对乐高工作法的广泛适用性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虽然该方法是为了打造更优质的企业而开发的，但它同样适用于解决商业领域以外的问题。我们也将简要介绍该方法在其他领域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它在教育领域（从小学教育至高管项目）的应用。

最后，我们将结合这些章节中的观点，来深入思考“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的设计，并总结如何利用该方法来帮组织和个人突破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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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使用“汽车”作为乐高工作法的隐喻，并提到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各种类型的汽车：小型汽车、全轮驱动汽车、豪华轿车等。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一些案例，这些案例中的企业、团队和个人都决定开着乐高工作法这辆车去“旅行”。我们还将介绍他们想通过该方法达到什么目的，以及他们为什么选择使用该方法。

乐高工作法的4个鸟瞰镜头

在本章，我们主要分析真实案例，这些案例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我们将与你分享我们这12年来累积的见解。首先，我们将介绍4种“鸟瞰镜头”，来帮助你观察组织如何应用乐高工作法发展其业务、团队和成员。其次，我们将介绍一些实际案例，并对一些关于乐高工作法实际应用的误解做出澄清。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完本书之后，能消除此类误解。

鸟瞰镜头1：市场应用乐高工作法来促使人们全力投入

应用乐高工作法，就是为了打造更优质的企业、更优秀的团队以及更有能力的个人。我们在第一部分指出，组织需要打破20/80会议模式、解锁新知识并破除惯性思维，该过程如图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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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应用乐高工作法的主要目的



如前所述，这些需求对企业而言已是老生常谈。但是，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上客户和员工的要求越来越复杂多变，因此，上述三个需求的满足标准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高。如今，仅仅让组织中的专家全身心投入、解锁知识和破除惯性思维是不够的，还必须让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参与到此过程中来。乐高工作法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们成为其用户，正是因为它具有打破20/80会议模式、激活100/100参与度的能力。它使所有人都全力投入会议中来，为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而自我燃烧。

图11-2展现了会议中两种截然相反的互动模式。左图展现的是“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典型的会议情形：参与者都非常积极活跃，他们全力投入其中并做出贡献。右图展现的是常见的普通会议的情形：一名发言者站在会议室前面的活动白板旁边，手握马克笔，掌控着整个会议；而会议室中的其他与会者则心不在焉，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甚至很有可能感到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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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一场全员全力投入的会议（左）和一场多数人心不在焉的会议（右）



使用乐高工作法，能给组织带来“全员全力投入的会议”。这样的会议意味着更积极的参与、更多的新见解、更丰富的知识、更高的参与度，最终会带来更全力以赴和更快速的实施。

鸟瞰镜头2：市场应用乐高工作法来为企业、团队和个人的发展服务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本书第4章展示过的模型，如图1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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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企业发展、团队发展和个人发展



个人发展包括个人的冲突解决技巧、进行职业规划、对身份理解给出反馈，以及培养同行评议沟通技巧等。团队发展不只是指团队建设，它的目标是帮助员工解决问题，从而打造更优秀、更高效的团队。因此，它的重点在于个体的团队成员身份和团队的愿景、目标、优势、责任、流程、文化和精神，以及提高团队绩效的策略。

无论是专门针对个人发展还是团队发展而应用乐高工作法，都属于企业发展的范畴，其中较为常见的有组织发展、业务和产品开发、战略规划、创新、变革和变革管理、并购、教育和研究。在图11-3的模型中，三个椭圆之间有着一定的层次结构，这种排序和重叠具有一定的意义。企业发展覆盖于其他两个椭圆之上，然后是团队发展，最后是个人发展。这种层次结构意味着，乐高工作法最常用于企业发展，而由于该方法本身的性质，所以会使团队和个人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一定的发展。

鸟瞰镜头3：市场应用乐高工作法来应对复杂多变的挑战

我们所说的“复杂”，是指组织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涉及多方利益，同时还处于一个具有一定程度不可预测性的动态环境之中。因此，如图11-4中第一种路径所示，从A以直线方式移动至B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第4章也提到了这一点。


[image: ]
图11-4　从起点迈向目标时可能出现的3种路径



那些决定开始采用乐高工作法的组织和管理者往往对此深有体会。在此之前，他们以为只要制订一份详细的计划，就足以应付各种复杂挑战，从而能够沿着一条可预测的笔直路径从A抵达B。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如此行事只会使他们踏上一条类似于图11-4中的第二条路径，与他们预想的第一条路径可谓是大相径庭。在这条路径上，各个箭头均指向不同的方向，因此如果踏上这条路径，通常意味着组织可能永远也无法抵达目标状态B。

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些组织试图通过重新制订一份类似的计划来对此进行调整，可想而知，此类计划也往往以失败告终。据某些有类似经历的人称，此类计划往往使组织陷入混乱的泥沼：不停地重复同一件事，并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与此不同，有些管理者可能会决定采用乐高工作法，沿着第三条路径，在面对挑战时将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考虑在内。这表示他们能够认识到，从A抵达B将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且只有提高全员参与度、解锁每个人的知识、破除每个人的惯性思维，才能成功抵达B。一旦上述种种条件都得以满足，团队和组织就能在面对复杂问题和挑战时，找准方向、找对方法。

鸟瞰镜头4：市场应用乐高工作法来桥接多样性

乐高工作法拥有无数训练有素、业务熟练的引导师，他们和该方法的用户遍布世界各地和各行各业。无论是在不同文化之中，还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该方法均适用。世界各大洲都已存在使用该方法的案例，大至日本东京的电子巨头、美国的大型咨询公司、丹麦哥本哈根的临终安养院、缅甸的非政府组织，小至新西兰的有机农场主、东帝汶的小牛饲养主，均在此之列。

通常来说，人们在职位、年龄、语言、文化、受教育程度、能力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会成为团队开展有效合作和发展业务的障碍。然而，乐高工作法的应用经验表明，它不仅超越了这些差异所带来的局限，甚至将这些差异和多样性转化成了团队的优势。

如果我们观察那些应用了乐高工作法的行业和组织，就会发现类似的情形。不仅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企业热衷于使用该方法，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同样如此。我们还在高等教育领域发现了它的许多用户。

乐高工作法的18个商业应用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一些利用乐高工作法进行干预的案例。部分案例是我们自己设计和引导的，还有部分案例则是由我们培训并认证的引导师所设计和引导的。表11-1给出了本书所列案例的概览，括号中显示的是案例的序号或其所在的章节。


表11-1　案例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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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制药公司建立新的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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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总部位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家国际制药公司计划斥资2亿美元，在南美洲建造一个新的生产基地。它将会成为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是现有基地规模的2～3倍。此外，该公司还需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建造、投入使用。

议题：该公司面临的挑战包括：①部分领导者需要举家迁往新的生产基地，并在那里驻留2～3年以监督该项目的进展，为此，公司需要为他们制定共同战略；②将总部的目标与南美洲团队成员的知识和见解整合到一起；③从个人生活和职场工作两个层面加以考虑，将受到指派的领导者们组成一支团队。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该公司召开了为期两天的战略工作坊。参与者由总部员工、即将外派的领导者以及南美洲当地的领导者组成，整场会议由两名引导师负责引导。

结果：通过“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参与者理解了该项目对整个公司系统造成的影响。同时，工作坊还使团队成员认识到了他们在此之前并未认识到的潜在问题。最终，生产基地在预算范围内按时完工。此外，在召开这次工作坊之前，公司从未考虑过外派人员的家属将如何适应海外生活，这导致在之前类似的情形中，外派人员的家属通常都非常不满。因此，该公司决定再次利用乐高工作法，并邀请外派人员及其家属参与进来。得益于此，外派人员的家属们很愉快地适应了新家，并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案例2：为一家跨国化工公司的战略业务部门创建价值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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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一家知名跨国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并涉及多个行业，拥有10多万名员工和300多个生产基地，并且年销售额超过600亿欧元。

议题：该公司正在开展一项变革措施，目的是让工程师和战略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减少对产品功能的关注，而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为客户提供的价值上。由于公司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提供优质的产品，所以大多数部门中都形成了浓厚的工程文化，而非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工作坊分为多个场次，穿插于另一个更大的流程之中。每场工作坊持续一天，参与者包括来自战略业务部门的管理团队和主管工程师。

首先，他们构建了战略业务部门组织身份的模型。其次，他们将客户需求模型纳入其中，一起构建了共享领域（即技术3）。最后，他们构建了一个关于价值主张的共享模型和故事。

结果：该团队带着一个乐高模型、一份故事录音，以及一份关于价值主张的书面形式记录满载而归，这使整个团队顺利将关注点从“产品特色”转向了“为客户提供价值”。

案例3：展示空间的概念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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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2011年10月，日本的日立电子服务有限公司和日立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合并成为一家信息技术服务公司——日立系统有限公司。新公司成立后，来自之前两家公司的员工立刻组成了一个团队。该团队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他们以前在三田市（Mita）总办事处所使用的“传统展厅”，转而在大崎市打造一个新的“整合空间”。他们希望新的空间布置能让客户和员工在更加开放和舒适的环境中举办会议、工作坊和其他活动。

议题：团队必须在2012年夏季之前落实新的空间概念。如果他们顺利完成了概念开发，那么对于新公司而言，这将成为两家公司的员工合作成功的标志。团队成员希望能够加快项目进度，并希望开发出来的空间概念能够更加鲜明。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对空间识别（Space Identity，简称SI）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并能表达出新空间将如何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深刻印象。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一个由12～15人组成的团队在东京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工作坊。工作坊由两名引导师引导，他们将团队分成了三组。每名参与者都要根据自己对“惊喜”和“深刻印象”的理解，搭建出一个关于空间识别的乐高模型。然后，他们通过整合各自构建的模型和故事，集体构建了关于“未来整合空间”的概念。随后，各组都介绍了其关于未来空间的概念，并确定了构成整个概念的关键价值主张。公司记录了整个工作坊的过程和成果，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根据该成果完成了对实际空间的设计。

结果：新的整合空间已于2012年夏季开放，正是来自“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的反馈使其达到了理想效果。

正如一名项目经理所述：“工作坊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的创意和理念，使我们得以形成具体的概念，并将之传达给承包商和设计师。在工作坊期间，两家公司的项目团队成员都表现出了对彼此的尊重，并给予了彼此足够的时间去表达想法。这意味着，虽然我们来自两家不同的公司，但我们仍然能够齐心协力，全力投入落实在工作坊中所得出的成果，完成对该整合空间的建造。”

案例4：建筑公司所有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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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美国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创始人精心培养出了两名资深建筑师并教会了他们如何管理公司，之后将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了他们。

议题：两名新任领导者认为，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公司的企业文化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过去，创始人独立承担各项重任，包括获取新客户、领导项目设计和管理公司等。如今，新任领导者认为，公司应形成以市场为中心的共享领导企业文化。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引导师与新任领导者共同设计了一场为期一天的工作坊，目的是找出公司过去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以便使如今的公司能够不再沿用创始人所建立的文化规则。他们还希望培养出9名新的领导者，并开始设计和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共享领导企业文化。

结果：工作坊使得所有参与者能够以全新的目光看待彼此。通过开展工作坊，两名现任领导者评估了9名新晋领导者的兴趣和动机所在，而这些领导者之间也结成了新的纽带，并在塑造公司的未来方向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参与者在这次工作坊中所表达的集体愿望，成为该公司规划目标的基础。在工作坊期间，该团队针对设计、技术、市场营销和财务四个重点领域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随后，这四个次级委员会成为公司内部变革计划的设计者和倡导者。这意味着，他们已然成为这份变革计划的利益相关者。

案例5：制定互联网零售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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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本案例所涉及的公司是一家欧洲互联网零售商，也是一家家族式企业，主要销售冰箱、冰柜和电子产品。该公司以不同的品牌名称分别在三个国家经营。在过去的几年中，公司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部分是由于公司的有机增长，部分是通过收购其他公司。

议题：公司的董事会主要由非家族成员组成。董事会给公司设定了一个明确却又难以做到的目标：5年内实现销售额和利润翻番。在接到这一任务之后，公司所有者兼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决定请一名引导师来开展“乐高认真玩”工作坊。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整个流程进行了6个多月，其中穿插了三场为期两天的战略工作坊。该流程的具体步骤如下所述。

首先，公司邀请各层级的员工开展了多场访谈，第一场工作坊在总公司的母国举行，参与者包括总公司高管和当地子公司的高管；第二场和第三场工作坊分别在另外两国的子公司中举行，参与者包括总公司的管理团队和各国管理团队的成员。

每场工作坊都遵循相同的设计：参与者先通过搭建模型的方式，来展示他们对公司当前状况、战略格局（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各方之间的联系）、远景目标、重点发展领域等的理解。

其次，他们评估了模型所展示出的重点发展领域。在某一两场工作坊中，参与者还在共享领域进行了各种决策或紧急状况的预演（技术6）。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营销官组建了一支特别任务小组，并邀请引导师作为伙伴，与该小组共同探讨问题。他们对重点发展领域进行了整理、比较和评估，随后又进行了量化和分析。最终，他们决定将重点放在部分细分领域上，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最后，他们向董事会递交了报告。该小组成员和一名“乐高认真玩”引导师一起，向董事会展示了工作坊的流程和结果，并表明他们决定优先考虑三个重点发展领域。

结果：这一战略正在进入稳步实施的第二年，公司也在顺利实现其目标。第二年刚开始，公司就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天的构想工作坊（非“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会议目的是构思出一些能够支持重点发展领域的短期活动。

案例6：政府部门的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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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隶属于欧洲某国社会事务部的一个部门，负责在一个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地区开展工作。该部门的任何举措都极易引起公众的注意。

议题：该部门不仅需要面对棘手任务，还需应付来自议会的两派当选政客的压力，因此，该部门希望能制造出一种火烧眉毛的紧迫感，并采取一系列强硬的措施。他们还希望能够对核心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并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变得更具适应性和弹性，以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以凯斯·万·德·黑伊登和亚当·卡亨所描述的“情景规划”（本书在第3章将其作为一种玩法示例）为基础，“乐高认真玩”引导师设计出了一个为期两天的工作坊。在工作坊中，参与者的目标是构建部门的核心价值，展望其前景。目标确定之后，参与者开始设想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并搭建相关模型。为了更好地搭建关于未来的模型，他们首先搭建了“推动力模型”。所谓“推动力”，是指能够决定周遭世界的发展并能影响可见趋势的深层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如集权程度。随后，他们从影响力和可预测性两方面，对这种推动力进行了排名。

结果：通过设想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该部门得以制定出一系列行动，从而建立了稳健的战略框架。再加上该部门对其核心目标和未来愿景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而能够始终专注于为众多弱势群体或边缘化群体提供支持。该部门不仅确保了其未来的生存发展，同时还在为特殊群体谋福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案例7：多方利益相关者联盟的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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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ICEMAR项目旨在监测北冰洋海冰运动变化，将所监测到的海冰运动信息直接提供给在该水域运作的船舶。并且，该项目团队希望能将这项服务长期持续下去。

ICEMAR项目的开发由来自六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所结成的联盟负责。该联盟由康斯伯格卫星服务公司（Kongsberg Scotellite Service AS, KSAT）领导，其中既有私人企业，也有公共服务提供商。KSAT是一家挪威卫星服务公司，同时也是世界领先的海洋监测和监视系统公司。该联盟的任务是将ICEMAR打造成一个一体化解决方案，使在欧洲北冰洋和波罗的海等多冰海域及其附近海域航行的船只能够更便捷地获取海冰信息。

议题：该项目的第一期由欧盟提供资金，目的是开发一个试行性海冰信息发布系统，期限很短。联盟成员既有私人组织，也有公共组织，它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组织文化。成员中包含气象中心、软件开发商、电信服务提供商和卫星图像提供商等。

KSAT组建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项目团队，他们将代表该联盟来领导开发任务。这15名团队成员面临着诸多挑战：成员彼此之间知之甚少；只有极少数成员知道项目的具体情况；任务不仅非常复杂，而且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各联盟成员所图的商业利益各不相同；并且，他们亟须马上投入实际工作，才能赶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任务。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在该项目开始之前，团队成员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其中有一天半的时间在开展“乐高认真玩”工作坊。这场工作坊的目的，在于让成员对ICEMAR的性质和具体内容达成共识，确定团队在第一期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并以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开发任务。

结果：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团队成功实现了以下目标：

1．确定了ICEMAR项目的具体内容，创建了一个共同愿景；成员们承诺整个项目将以此共同愿景为指导，直至项目完成为止。

2．确定了在短期和长期过程中，团队需要解决的各种技术问题和流程问题，并确定了问题的优先等级。

3．成功将一群对项目感兴趣程度不一的人，转变为一支全力投入、充满干劲并致力于实现共同目标的专家团队。

目前，该项目已成功完成，没有辜负成员们在工作坊中所做的努力。

案例8：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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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FIRST是一家国际性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美国曼彻斯特，其使命是通过鼓励年轻人参加由教练带领的各种项目，来培养他们在科学、工程和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包括自信心、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在内的全方位生活能力，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从而进一步帮助他们打造成为科技领袖的梦想。

FIRST有一个项目是针对9～16岁的年轻学生开展的（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地区，学生的年龄限制在9～14岁）。项目要求参与者通过制造机器人来完成主题操作平台上的任务和相关研究，并以此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工程问题。这些团队在来自全球各地的成年教练的指导下，通过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不仅发现了令人振奋的职业发展可能性，还在此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由于向课堂提供教育用机器人，对于项目活动而言必不可少，因此机器人制造商也就成了该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反过来，机器人同样是吸引企业赞助商为活动提供经费的一大亮点。

议题：FIRST的全球招募策略十分成功，使得全世界青少年对参与该项目的兴趣高涨。到了2008年，该组织已经进入发展的瓶颈期。该组织刚成立时规模较小，但一个小型团队足以从各方面严格把控项目设计和实际运作等，因此也能很好地保证质量。当时该组织所举办的项目只招募当地青少年，组织规模并不适合扩展到全球范围，而如今，合作伙伴的目标却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项目，这促使该组织需要对项目的定位、目的、实施和扩展等长期发展规划进行全方位的战略讨论。因此，该组织的领导团队需要重新审视其初衷、制定未来的方向，并使所有组织成员达成共识、共同努力。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来自FIRST和合作伙伴企业的成员共同参加了为期一天的工作坊，旨在实现以下4个目标：

1．检查合作项目的现状。是否刚好合适？是否难以开展，或者进度太快？抑或是有其他状况？找准问题，对症下药。

2．确定项目的关键，在世界各地举办的相关活动都要能把握住项目关键。

3．清晰地描绘出未来3～5年的共同发展愿景。

4．针对工作坊成果，确定相关实施步骤。

结果：工作坊圆满达成了既定目标，而且使合作双方有史以来第一次充分理解并肯定了彼此的立场。事实证明，双方对组织未来成长的期望、对如何实施规模更大的全球招募策略的想法等，都比所有人料想的要一致得多。最终，工作坊不仅加强了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还成为双方迈进新时代的起点——该计划的规模顺利从本地扩展到了全球。

案例9：在全球服务中心打造一支变革型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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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此次，我们的客户是一家全球网络和通信公司。该公司拥有三个为整个组织提供支持的全球服务中心。该公司与我们取得联系时，其设于墨西哥城的服务中心已运营了三年之久，员工人数也从三年前的100人增加到了3 000人。

议题：该服务中心正在试着从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转型成提供标准化解决方案。用该中心某个高层领导者的话说，管理层已经意识到：“推动我们发展的动力不会使我们继续保持增长。我们现在有了一定的规模，接下来，我们需要为组织创造价值，而这要通过转型来实现，哪怕我们的服务会产业化。”

因此，该服务中心的目的十分明确，即打造一支能够带领该服务中心开展变革的领导团队。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我们与该领导团队的成员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工作坊。13名团队成员不仅背景各异，而且分别来自拉丁美洲不同的国家。他们首先搭建了关于自己的模型，以探索他们各自的价值观、领导才能和能力素质。随后，他们开始探索整个团队的特点、转型的障碍以及未来发展的愿景。工作坊以反思作为结尾，其间参与者深入思考了未来愿景与当前状况之间的差距，确定了实现目标所应采取的措施。

结果：该团队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发展愿景，其中包括打造良好的领导力。在确定了转型的障碍（如缺乏资源、员工安于现状等），了解了他们每个人能为加速转型所做的贡献之后，他们利用这些新见解，开启了稳健转型的过程。

案例10：矿业公司的全球营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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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欧亚自然资源（ENRC）是一家集开采、加工、能源、物流和营销业务于一体的公司。公司雏形源于1994年哈萨克斯坦的私有化进程，后于2006年正式成立，总部设于伦敦。该公司铁合金全球营销团队的总部设于苏黎世，但其团队成员分布在欧亚地区多个地点。由于ENRC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较大。ENRC的铁合金市场营销总监亚历克斯·塔特索尔（Alex Tattersall）指出，由于2012年挑战不断，因此他需要为团队制定2013年的共同目标。他们已经制定了公司战略，接下来需要员工们集中精力、团结一致。

议题：塔特索尔希望以崭新而积极的姿态迎接2013年的到来，他希望团队成员能够凝聚起来，并在一个开诚布公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他想通过一个流程来以新的方式管理整个业务团队，为此，他联系了两名“乐高认真玩”引导师，开展了为期一天的工作坊。正如塔特索尔所述，“我们不仅在销售部门拥有核心团队，在人力资源、IT、合规和质检等支持部门同样拥有核心团队。我们如今的目标是要让所有团队保持一致，以相同的方式思考，争取在战略清晰度、与生产基地的沟通以及领导力方面做得更好。”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引导师为该公司的15人团队设计了一场为期一天的工作坊。工作坊没有在公司举办，而是安排在瑞士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所有参与者都在前一天晚上抵达该地。整个团队分为两组，每组都有各自的引导师，都制定了各自的团队愿景，并阐述了需要打造何种团队才能实现公司战略所设定的目标。两组成员分享了各自的愿景，就后续行动达成了共识。在此过程中，他们还搭建了模型，以此来展示执行战略时可能会遇到的障碍。

结果：在工作坊中，塔特索尔及其团队认识到他们缺乏明确性。ENRC业务的多样性使销售团队的成员之间难以展开有效沟通。工作坊使所有人聚到一起，让他们能够对最需要改进的地方达成共识。当工作坊结束时，他们制定出了2013年底的共同目标，并就“如何打造一支更优秀的团队，以更好地执行公司战略”达成了共识。

“用乐高积木来搭建实体模型，这为我们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使所有人都能齐心协力。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坊本身就令人受益匪浅。”塔特索尔说。他还总结道：“我们既认真处理了事情，同时也玩得很开心。”

案例11：改善团队的虚拟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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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一家中等规模的全球通信技术公司主要围绕位于北美洲的三个远程处理中心，组织逆向物流业务。该业务团队需要负责协调全国范围内的物流运作，但团队却如一盘散沙。团队成员每年只聚在一起开两次会，而且均在不同的时区工作。

议题：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让团队成员深刻理解彼此的关键成功因素，理解个人角色和职责将会如何影响整个团队的目标，从而进一步打造一支极具凝聚力的团队。然而，对虚拟沟通的依赖导致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为复杂。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领导者将团队成员聚集到一起，并与“乐高认真玩”引导师合作设计了一场工作坊，以改善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提高效率。工作坊确定了每个团队成员的职责、职能和所受局限，使他们认清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此外，还让他们搭建了个人特殊优势模型和团队身份模型。通过搭建共享领域，他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整个复杂系统的一份子。在共享模型中，他们还预演了多个团队崩溃的情况，并利用他们在工作坊中所获得的新见解做出各种积极响应。此类情景预演有助于让他们了解未来应如何避免误解和无效沟通。

结果：工作坊极大地提高了团队的士气和生产力。团队领导者表示：“在工作坊结束后，我们并没有停止对各种业务情景的探讨。在每一次员工会议上，团队成员都会针对一种不同的情景展开讨论，他们还要求每个季度都举行一次面对面的聚会。员工会议的重点变成了怎样才能更好地互帮互助。工作坊结束当晚的晚餐氛围与前一天晚上的有很大的不同。似乎在一夜之间，我们就成为一支极具凝聚力的团队。”

案例12：大使馆的团队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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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该大使馆设于某拉丁美洲国家，其工作人员由当地雇员和驻外人员组成，其中有一批是新雇用的员工。大使馆以大使为首，其次就是使团负责人的副职。该使馆代表的是一个欧洲国家。

议题：某贵宾代表团将要正式访问该国，代表团中包括许多商界领袖和政要。此类访问正是大使馆大放异彩的机会。但是这同样意味着，他们需要制订详细而严格的计划。任务至关紧要，大使馆需要确保一切都能顺利进行。同时，使馆内部工作人员的文化差异和经验水平的差异，使这个挑战的难度更大。使馆需要为意料之外的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在此类状况发生时，能够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引导师与整个16人团队开展了为期一天的工作坊。团队按照不同的日常分工分为两组。每组都有自己的引导师，其中一名来自接受国，另外一名来自派遣国。

结果：小组制定了一套简单指导原则（技术7），以便更好地应对意外事件。这些原则将能使员工们在遇到意外事件时立刻采取行动并保持团结一致，避免陷入混乱状态。两个小组还表达了在贵宾代表团到来之前以及访问期间，他们所希望展现出的团体文化。为了制定简单指导原则，并为迎接贵宾代表团的到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他们还预演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的诸多事件。

案例13：打造疗养院的最佳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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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一座小镇里的两家疗养院刚刚合并成一家新的疗养院。新疗养院的院长是之前两家疗养院的院长之一，她组建了新的领导团队。两家疗养院原先都由当地政府经营，如今之所以合并，是为了通过规模经济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议题：新院长的目的非常明确，她不仅要组建一支领导团队，更要尽可能打造一支最佳领导团队。新院长希望能够立即行动起来，使两家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杜绝任何“职场站队”行为。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乐高认真玩”引导师设计了一个为期一天的工作坊，参与者搭建了关于自己的模型，其中包括他们所坚信的理念和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能力等。随后，他们根据自己对“最佳领导团队应具有何种决策文化”的理解，再次搭建了模型。最后，他们通过预演各种可能会发生的情景（技术6）对这些文化元素进行了测试。

结果：工作坊结束之后，参与者已然成了一支团队，团队成员对彼此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就如何一起开展工作达成了共识。这无疑将会为新疗养院的顺利运作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案例14：发展战略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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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一家全球咨询公司的学习与发展部门决定制订一项领导力发展计划，该计划的重点在于让参与者认识到，若想实现最终目标，他们应掌握哪些基本素质。该计划旨在改变他们的管理风格，即从端到端的管理风格转变成以赋权、委派和战略思维为基础的领导风格。

议题：该计划的目标有3个：

1．提升参与者作为项目领导的战略思维、战略沟通和战略行动能力，即发展他们的领导技能，使他们能够对着眼于何处、聚焦于什么、如何采取行动等有更精准的把握，同时将团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团队成员去完成。

2．培养参与者的创新能力，激发他们的灵感，为他们提供挑战当前思维方式的工具，让他们认识到，过去能够奏效的方法在将来未必行得通。

3．通过提升参与者的协调引导能力、共同创造能力和咨询管理技巧，来提升他们的咨询技能，帮助他们挖掘更深层次的知识和新的价值，而非直接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或直接帮助他们采取行动。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参与者与引导师开展了为期一天半的“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在此过程中，他们确定了战略领导力的核心特征。随后，基于对未来将如何执行领导力的理解，他们还搭建了共享模型。在共享模型中，他们预演了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情景，这无疑提升了他们的战略思维能力，使他们的思维水平从管理跃升至领导层面。最后，通过收集工作坊中每个模型所体现出的关键见解，参与者总结出了一套简单指导原则，以此来指导他们在工作坊结束之后的发展。以下是该简单指导原则中的几项：

1．跳出自己的固有模式。

2．引导开展深层次对话，而非仅仅给予回应。

3．放慢脚步，适当歇口气。

结果：由于参与者能够更具战略性地领导团队、服务客户、管理项目，这使他们具备了胜任组织中更重要职位的能力。在第一场工作坊的15名参与者中，有10人在6个月之内就获得了晋升。该公司后来又举办了第二场工作坊。

案例15：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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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博报堂（Hakuhodo）是日本一家领先的广告和营销咨询公司，自2007年以来，该公司一直利用乐高工作法来加强与客户之间的协作。

议题：在大多数日本公司中，员工的晋升与他们的工作表现和资历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倾向于根据公司的政策和计划来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博报堂希望制订一项新的职业发展计划，让员工自己规划未来，并主动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

2010年，“乐高认真玩”引导师与博报堂大学的成员一起制订了一项独特的职业发展计划，并将乐高工作法当做重点工具。该计划的主要目标对象是日本公司的中层经理（这些公司大多数都是博报堂的客户）。同时，博报堂也希望将该计划应用于自己的员工之中。公司许多中层管理者面临着职业道路的抉择——到底是成为一名具有特定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还是成为一名拥有自己的团队的高管，博报堂希望能够通过该计划为他们提供支持。该计划旨在激发参与者的自我驱动力，鼓励他们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将雇主的长期目标和使命纳入考虑。该计划还希望通过指导参与者采取合理步骤，来实现他们在公司内部的职业目标。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博报堂大学和“乐高认真玩”引导师为完成该职业发展计划的设计进行了多次初步试验。整个职业发展计划的设计过程耗时两天半，其中“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占据了一半的时间。该工作坊由来自公司外部和内部的引导师共同引导，深入探讨了以下4个关键点：

1．回顾参与者的过去。

2．想象参与者的未来。

3．打造加速器，推动参与者迈向未来。

4．找出阻碍参与者发展的障碍。

结果：自2011年以来，博报堂就已经将该计划应用于内部员工和外部客户，并将其命名为“自我创造”。该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名字反映了一种观念，即每个员工（而不是公司）都应对自己的职业规划负责。该计划不仅为员工提供了更广泛的职业选择，还使客户公司有机会在其员工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公开讨论他们的职业选择。

案例16：中型制药公司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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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这家欧洲中型制药公司与许多制药公司一样，近几年也深受市场变化的影响。公司的专利纷纷过期，来自市场上低成本药品和仿制药品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公司的领导者打算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将培养中层管理者和其他人才纳入2010年的计划之中。

议题：公司希望创建一套新的流程，以鼓励员工采取与传统不同的方法去学习。公司领导者决定利用乐高工作法来完成此项任务，为此他们挑选了一组经验丰富的引导师。公司还制定了一个时间较长的项目，并将多场工作坊穿插于该项目的流程之中。这些工作坊是流程中学习如何制定策略这一模块的主要组成部分。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我们与客户公司合作开发了一个案例，案例中的公司与客户公司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足够大的区别。参与者先熟悉了案例，然后以案例中的管理团队为角色，进行了角色扮演。随后，他们开展了“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以此来制定新的策略和行动计划。

参与者基于他们对案例中公司当前状况的理解，搭建了“如今”状况的模型。随后，他们又搭建了“愿景”模型，来展示他们对案例中公司能成为什么样的公司的看法。由参与者组成的管理团队以这些单独搭建的愿景模型为基础，继而搭建了“愿景”的共享模型，并最终制订了行动计划，向由高级副总裁和执行副总裁所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了展示。

结果：该项目取得了成功。在16名参与者中，有15名获得了人才评估的最高分。此后，公司决定不再将该项目局限于研发部门，而是应用到整个公司中去。

该领导力和人才开发项目的项目经理说：“在此之前，我们是以一种非常短浅的方式看待人才培养的，并没有将其与企业战略和公司的未来愿景联系起来。通过‘乐高认真玩’工作坊，我们得以非常具体地面对案例中的困境，通过处理案例中的问题，我们体验了真正的执行团队在制定和执行策略时，必须做出的艰难而复杂的选择。”

一名参与者认为乐高工作法的过程“非常有趣，是我参与过的最有意思的会议”。另一名参与者说：“整场体验实在太棒了，当涉及‘愿景’这类抽象的概念时尤其如此。此前，每当涉及此类概念，我们都会因为团队沟通不畅而体验到挫败感。‘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使我们能够在讨论中时刻保持全局观和共同的主线。”还有另一名参与者也如此认为：“工作坊真的很棒，每个人都能积极参与并专注于共同的结果。不仅如此，我相信多年以后我们依然能记得我们在工作坊中所获得的成果。乐高工作法是我所体验过的最强大的工具。”

案例17：帮助人们重返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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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政府计划通过一个项目来帮助那些因产生压力、焦虑或抑郁等相关症状而离职的员工。在多数情况下，此类病症皆由工作环境因素所引起，超出了政府的影响力或控制范围。如今，政府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让员工返回原来的工作场所，其二是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否则他们最终将失去失业救济，只能依靠社会福利救助过活，这不论是对员工本人还是政府而言，都不是理想的结果。

议题：该项目涉及的员工在个人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领域和动机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使项目涉及的员工意识到，即使他们感觉自己之前在工作场所或职业中遭受了失败，但他们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使他们重获动力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重新挖掘自身潜力，帮助他们找到目标，振作起来，并重返职场。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干预措施包括多场1～2小时的工作坊。工作坊以自我发现和开发新的思维方式为主题，旨在帮助员工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建立新的目标。

结果：在该项目中，乐高工作法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技巧，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思考、沟通以及解决问题。参与者在失业的这段时间里，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够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来表达想法和感受。乐高积木也得以发挥它们最重要的作用——“以手启脑，重构人生”。后来，大量参与该项目的人都成功地重返职场，许多参与者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乐高工作法。

案例18：肌营养不良症协会，定义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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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影响肌肉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这种疾病无法治愈，并将逐渐使患者致残。肌营养不良症患者和患者家属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立了一个互助协会，该协会的目标是使患者及其家属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生活，以同等资格参与社会活动。它还旨在广泛传播关于该疾病的知识，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种疾病。

议题：不可否认，这种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属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定义“美好生活”呢？患者及其家属怎样才能拥有“美好生活”？

乐高工作法提供协助：引导师与康复中心的团队一起，为患者及其配偶设计了为期一天的“乐高认真玩”工作坊。有些患者的看护人也参与了工作坊，对于有些严重瘫痪的患者，看护人甚至还需要帮助患者搭建模型。工作坊分为两个小组：患者一组，患者配偶或看护人一组。这种分组形式至关重要，因为在现实中患者配偶很少能够发声，也很少有机会能与有相似经历的人分享自己的感受、经历和挫败感。在为期一天的工作坊结束后，每个人都基于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搭建了相关模型，探索了为拥有“美好生活”应该采取和避免的行为。

结果：对于大多数参与者而言，在经历了一天的情绪起伏之后，他们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许多新确诊的患者仍处于否认阶段，他们觉得要真正接受这一事实仍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工作坊让他们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让他们认识到了“美好生活”对自己可能意味着什么。患病时间较长的患者非常庆幸自己能够拥有这样一次表达内心感受、重新寻找生活意义的机会。

关于乐高工作法的5大误解

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解“何谓乐高工作法以及乐高工作法有何作用”并非易事。许多人对乐高品牌和乐高积木都有着一定的成见和误解。在下文中，我们总结了5个最常见的误解。

误解1：它只是激发创造力和创新的工具

人们普遍认为，乐高工作法是一种与创造力和创新发展有关的方法，甚至是一种教人们如何创新的方法，这几乎成了一种偏见。然而事实绝非如此。虽然该方法对于帮助人们应对创新挑战而言能发挥极大作用，但实际上，它在创新领域的用户只占很小一部分。该方法适用的主题很多、挑战范围非常广，并且还不断地在新领域中得到应用。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述，它并不是一种教学技术。

误解2：它只是团队建设活动

将乐高工作法视为团队建设活动的人，通常都将该方法与其他使用乐高积木的技术相混淆了。他们以为举办工作坊就是拥有一段充满乐趣的休息时间，或是做一些身体活动，以此来为举行长时间会议做准备。虽然的确有很多团队利用乐高积木来进行团队建设，并用该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仅活跃了气氛，还使团队成员明白了如何更好地进行团队合作，但这些案例与乐高工作法无关，它们更类似于用意大利面搭建塔楼或桥梁等经典手工活动。

误解3：它只适用于破冰或活跃气氛，而不适用于严肃的商业环境

这是误解2的另一种形式，但它对乐高积木的关注度更低，而且持有这种误解的人对结果也不抱有任何期望。持有误解2的人至少会期望能够通过该方法来加强团队合作。但如果持有误解3，那人们会认为除了能从中享受点乐趣之外，再无其他。到现在我们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乐高工作法绝非如此。该方法既有趣又充满挑战性，能使参与者全身心参与其中，以玩的方式去解决实际问题。

误解4：它只适用于创新人士（因此不适合我）

如前所述，颜色鲜艳的乐高积木常常像是一把双刃剑。乐高积木的本质是玩具，这会使许多人认为乐高工作法仅适用于创意领域或创新行业的人们。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许多从事创新领域工作的人经常需要构建原型，使用实物来搭建与目标外观一致的模型，但乐高工作法是用实物来搭建抽象的新知识。这个过程并不是为了构建复杂的艺术模型，而是为了表达知识、探索人们对特定事物的理解。而且，正如我们在第9章所述，想象力并不是少数特殊人群才有的能力。因此，该方法对来自各个领域和团队且拥有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来说都同样适用。

误解5：乐高集团只是想扩大市场

我们已经在序言中讲过，乐高工作法的开发并非出自某个大项目，也没有配套的营销计划。但有些人仍这样认为，因此他们总想找出其中的圈套，或是质疑乐高集团在咨询领域的信誉。不过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乐高工作法并不是乐高集团的某种营销策略或广告手段，而是一套已经帮助数千家企业提高了利润的严肃方法。

在本章，我们已经探讨了乐高工作法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以及人们对该方法的常见误解。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该方法在一位特殊客户——乐高集团内部是如何应用的，以及其间所遇到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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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我们将探讨乐高集团是在何时、何种场合，以及如何利用乐高工作法，来将自身打造成更优质的企业的。许多人认为，乐高工作法既然出自乐高集团，那么不论从何种层面而言，乐高集团自然而然都会是该方法的超级用户，并且该方法肯定在乐高集团起死回生的经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事实如此，那就太好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乐高集团的确至今一直在频繁地使用该方法，并且可能是世界上使用该方法范围最广的公司之一。

在本章，我们将给出多个案例，以阐明乐高集团在组织中使用该方法的具体方式。但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乐高集团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乐高工作法的超级用户，以下是4点原因。

1．在乐高工作法成立初期，乐高集团正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公司首次聘用了非创始人家族的成员任首席执行官。这名首席执行官管理和制定策略的方式与历任首席执行官不同，导致乐高工作法在那段时间的发展与之前克伊尔德·科尔克·克里斯蒂安森所主张的模式缺乏连贯性。事实上，在这名首席执行官被取代之前，我们与他所领导的执行团队曾几次使用到该方法。当时，“乐高认真玩”工作坊已经清晰地展现了乐高集团将会面临的挑战。后来，当这些挑战真正来临时，差点儿让这家独立的家族企业夭折。

2．乐高工作法从未成为乐高集团的核心业务或核心竞争力之一。该方法形成发展于乐高集团的办公大楼之外，时至今日，它的应用和推广依然存在于乐高集团之外。它等同于一项外部服务，因此，当领导者、管理者或团队希望利用该方法来发展企业或团队时，需要为此付费，有时候甚至需要支付相关积木套件的费用。对此，乐高集团内部的许多潜在用户可能有点难以接受。

3．如前文所述，在大部分人眼中，乐高积木就是一种给孩子们玩的玩具，这种印象往往与乐高工作法相冲突。这种冲突在乐高集团内部甚至更为明显，因为乐高集团的员工对乐高积木了如指掌，他们甚至常常一看到某块积木就能说出它来自哪个模型，属于哪条生产线。“啊，这是××套件里面的，于20××年推出，目标受众是7岁小男孩”……对于一个对乐高工作法几乎一无所知的乐高集团员工来说，将看似随机选取的积木以隐喻的方式去搭建模型，似乎不如用固定套件去搭建反映真实世界的模型（如图12-1所示）那般有意思，而且前者的难度更高。在乐高集团内部，有很大一部分极其擅长搭建传统乐高模型的员工，反而在以隐喻的方式搭建抽象模型（如图12-2所示）时感到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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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传统乐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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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通过隐喻搭建的乐高模型



4．如我们在序言中所述，乐高工作法自形成以来，可谓是命运多舛，数次面临生存危机。乐高工作法经历了多种业务模型，并且作为乐高集团的一项业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乐高集团内部的潜在用户既难以确定乐高工作法是否可用，也无法联系到能为他们提供乐高工作法相关服务的人员。该方法业务状态的不确定性、实施的不可靠性，使得许多人尚未尝试就直接放弃了它。

虽然刚开始时乐高集团内部并没有多少人使用该方法，但自2010年以来，乐高工作法的应用率一直在稳步提高。这也有四方面的原因：其一，公司内部越来越多的员工认识了该方法；其二，所有员工都能轻易联系到能够提供乐高工作法相关服务的人员，并且该业务的状态已变得十分稳定；其三，公司将一大批内部员工培训为引导师；其四，乐高集团承诺将长期维护和支持乐高工作法的发展。

在表12-1中，我们列出了一些案例，以展示乐高集团是如何在公司内部使用该方法的。这些案例包含了近10年来我们在公司内部所设计和落实过的工作坊，这些工作坊的引导师既有公司内部员工，也有公司外部人员。


表12-1　乐高工作法在乐高集团内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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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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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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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展示了乐高工作法是如何广泛应用于乐高集团内部不同层级和各种规模的团队中的。乐高工作法的开发初衷，就是将乐高集团打造成更优质的企业。乐高集团在应用该方法时也会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我们已在本章探讨了其中的原因。但即便如此，乐高集团仍选择了不断摸索，并成功在企业内部广泛应用了该方法。

在第11章，我们重点阐述了乐高工作法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探讨了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组织是如何应用该方法的。在第13章，我们将探讨该方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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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的大部分内容都与乐高工作法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有关。虽然商业目的是推动该方法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乐高工作法的应用仅限于该领域。人们完全可以在商业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其他情境中使用该方法。任何需要创造投入性、解锁新知识、破除惯性思维的场合，都可以使用该方法。

乐高工作法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包括：

·　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

·　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包括商学院。

·　作为研究中的定性访谈方法。

·　焦点小组和观察研究。

·　家庭治疗。

·　家庭生活和家庭团队建设。

·　为个人和团体提供生活指导。

·　儿童夏令营。

·　老年人退休计划。

·　作为记者的采访手段。

在上述应用方式中，人们之所以采用乐高工作法，皆是出于同一种动机，他们被该方法的独特能力所吸引，它能够将多种关键特征融合到一个实用的方法之中：

·　每个人均可掌握用乐高积木搭建模型的过程。

·　它使每个人都处于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不论是个性内向的人还是个性强势的人，不论是能言善辩者还是拙嘴笨舌者，都有相同的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

·　它使每个人都保持参与状态，让每个人都全身心参与到过程之中，而不至于走神。

·　由于参与者必须在他人发表观点之前自行搭建关于答案的模型，因此，对于工作坊探讨的问题，该方法无疑使人们挖掘出了自身真实的见解，并不受他人的观点和看法的影响。

·　它的重点在于引导自学，而非教学。

在商业领域之外，使用乐高工作法最多的领域是教育和研究领域。因此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讨论该方法在这两个领域的应用。

乐高工作法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罗伯特的教育背景以及与教育界的联系，使他很想知道该方法是否适用于儿童。本着乐高工作法的精神，他接下来的行动自然也无须多言：直接尝试。一旦尝试了，结论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如果是为了探索和学习，而非为了教授，那么即便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年龄仅为六七岁的孩子，也能很好地驾驭该方法。在该方法的使用上，儿童与成人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我们必须事先跟孩子们稍微解释一下何谓隐喻，并阐述清楚在该方法中乐高积木并不是用来搭建实物模型，而是用来讲故事的。

一些早就不玩乐高积木的大孩子们同样认为乐高工作法十分有趣。一名14岁的青少年说：“我以为自己早已过了玩乐高玩具的年纪。但我喜欢用积木来搭建抽象概念，比如‘我家美好的早晨时光是什么模样’或者‘何谓友谊’等。”一名中学教师曾多次在学习项目中使用乐高工作法，其中涉及的主题非常宽泛，从营养和健康到文学和读书报告等，无所不包。她指出，她使用该方法的灵感源于英国社会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一句名言：“只有当我将我的想法付诸语言时，我才能真正厘清我的想法。”

科布斯领导力磁石小学是将乐高工作法应用于教育领域的领先者。该校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Raleigh），以下是该校课程中的三个示例：

1．学生在完成全班朗读环节之后，可以利用该方法搭建模型，以此来展示书本中他们最喜欢的场景、最难忘的事件，故事中的某个问题或解决方案。

2．当探讨“情感银行账户”时，学生们先搭建一个表示某人往该账户中“存款”的模型，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学生们又搭建了一个表示从该账户中“取款”的模型。

3．在教授观点和视角时，学生们搭建了模型，以此来表示两方观点，并进行了比较和对比。

乐高工作法在大学教育中的应用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其中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以及高管的商业教育。大学教育领域的此类用户，通常对“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也很感兴趣。行动学习指的是“一种教育过程。学生通过开展行动并研究行动，来改善他们的表现。行动学习通常以小型团队的形式开展，在此类学习环境中，学生通过反复采取行动来获得经验，然后再通过分析行动来获得反馈”。

类似于约翰·杜威“从实践中学习”的理念，行动学习理论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尽管这种策略在许多情况下不失为上策，但要弄清楚如何采取这种策略却并非易事。对于教育领域的人而言，乐高工作法正是采取行动学习的最佳答案。那些来自商学院、MBA项目和高管教育项目的用户在使用该方法时，通常带有双重目的：他们既希望学生们能够从该方法的互动中获得裨益，又希望学生们能够掌握该方法，并将它应用到他们所在的或毕业后将进入的公司中去。

此类用户通常将乐高工作法应用于以下主题：

·　反思和探讨教学、学习和课程的各个方面。

·　启动、评估学生项目，并提供反馈。

·　确定教育计划的内容和预期。

·　学生之间的团队建设。

·　了解学生的需求和预期。

·　成立焦点小组，以了解学生的体验。

·　培养学生的学习技巧。

·　创建学习社区。

·　为教育项目提供创意和想法。

乐高工作法在研究领域的应用

乐高工作法在研究领域的应用通常与该方法在大学教育中的应用密切相关。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将该方法用于观察性研究和数据收集；教授将该方法用作研究要素，开展替代性教学方法或学习方法的可用性研究。同时，乐高工作法对最终用户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也让人们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让人们想要对该科学要素有更深入的理解。对乐高工作法的相关研究，或涉及与学习和发展有关的领域，如神经科学；或涉及该方法如何影响商业问题的发展，如组建创新团队或创建新愿景等。相关研究著作包括路易斯·穆勒·尼尔森（Louise Møller Nielsen）的《个人和共享体验概念》（Personal and Shared Experiential Concepts）一书，以及由沃尔克·格里尼茨（Volker Grienitz）、安德烈·马塞尔·施密特（André-Marcel Schmidt）、佩尔·克里斯蒂安森和赫尔穆特·舒尔特（Helmut Schulte）合写的“利用乐高认真玩开发愿景陈述”（“Vision Statement Development With LEGO SERIOUS PLAY”1）一文。

以下是一小部分使用过乐高工作法的高等教育机构：

·　特文特大学（荷兰）。

·　锡根大学（德国）。

·　开姆尼茨工业大学（德国）。

·　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瑞士）。

·　提契诺大学（瑞士）。

·　格洛比斯经营大学院（日本）。

·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美国）。

·　哈佛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美国）。

·　西蒙斯学院（美国）。

·　沃顿商学院（美国）。

·　伦敦帝国学院（英国）。

·　伦敦商学院（英国）。

·　伦敦时装学院（英国）。

·　奥尔堡大学（丹麦）。

·　哥本哈根商学院（丹麦）。

·　马德里欧洲大学皇家马德里学院（西班牙）。

·　蒙特雷理工学院（墨西哥）。

·　波尼恩特理工大学（墨西哥）。

·　怀卡托大学管理学院（新西兰）。

·　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

举个例子，马德里欧洲大学皇家马德里学院设有体育管理方面的MBA项目，该项目在第二阶段中用乐高工作法来达到两方面的目的。首先，学生利用该方法来为项目中的团队合作做好准备。在整个工作坊中，他们学会了如何从彼此的长处中受益，以及如何提高团队的群体智慧。其次，学生使用该方法来确定他们对“学习之旅”的预期。学习之旅指的是学生们前往纽约与美国主要专业体育联盟会面，其中包括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国家冰球联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NBA。在计划学习之旅时，教授们会将NBA“乐高认真玩”工作坊的结果纳入考虑。

还有另外两本十分有趣的出版物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应用乐高工作法或类似方法的话题：一本是戴维·冈特利特（David Gauntlett）的著作《创造性探索》（Creative Explorations）；另一本是劳伦·莉·赫因索恩（Lauren Leigh Hinthorne）的著作《通过搭建3D模型实现参与式发展传播》（Achiev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through 3D Model Building）。

冈特利特的研究旨在探索研究人员能够以哪些方式，去通过人们的日常创造力来理解他们的社交体验。他没有采用传统的采访和焦点小组等方式，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要求人们制作视频、拼贴画以及绘画等可视物，然后再对其进行解释。这项研究催生了一个创新项目，即冈特利特要求人们利用乐高工作法来构建关于自己身份的隐喻模型。这种方式既富有创造力又极具反思性，揭示了个体如何展示自己、如何理解生活中的事件，以及自己与社会之间有何种联系。冈特利特在研究结论中写道：“令我惊讶的是，当我们要求人们以自己的方式描绘自己的身份，并与他人分享此中含义时，人们能够阐述得极为清晰。在社会理论家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状态的哲学家，这一点让我们觉得非常振奋。”

赫因索恩将乐高工作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即将该方法用作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工具。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出资开展了一项旨在帮助小牛饲养主增产的计划，赫因索恩对该计划的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了临时情况分析。简而言之，她将乐高工作法带到了此前从未有过乐高积木的地区和人群之中，通过这一方式征求小牛饲养主的反馈和意见，从而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发展援助。赫因索恩举办的这场工作坊的参与者包括村领导和饲养小牛的农户或饲养主。工作坊要求参与者以搭建模型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当前牲畜管理措施的看法。随后，工作坊要求他们再次搭建模型，来展示在他们看来何谓优秀的牲畜管理措施，以及他们需要获得哪些资源和帮助才能实现这种理想状态。

赫因索恩观察发现，参与者在整个工作坊中的参与度非常高，同时，该方法也给予了参与者解决问题的空间。她还强调说，该方法十分有效地帮助参与者解构了本来非常复杂的情况，使之变得清晰明朗。

在本章，我们探讨了乐高工作法的应用范围已从最开始所设计的领域逐渐成功拓展到其他领域。在第14章，我们将探讨使用该方法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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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从事与乐高工作法相关的工作20多年后，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以下三点：

1．乐高工作法适用的行业和领域非常广阔。

2．乐高工作法适用于来自任何文化背景的任何人。

3．所有工作坊都必须是定制的。

下面让我们来分别解释一下。

乐高工作法适用的行业和领域非常广阔

我们希望本书中分享的案例足以表明，乐高工作法能够适用于诸多领域。虽然该方法的创建初衷，是使一家生产玩具的家族企业取得更优异的战略发展，但如今它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用于思考和交流的方法，其适用性仅受两点限制：一是问题的性质；二是试图解决问题的组织是否对乐高工作法拥有坚定的信念。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不论是在大型组织还是中小型组织，私人组织还是公共组织，营利性组织还是非营利性组织中，抑或是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应用该方法，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通常来说，该方法受限于组织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以及组织的运作方式。当组织面对的是一个复杂且尚未找到明显解决方案的问题时，应用乐高工作法最为有效。

引进乐高工作法，需要勇气十足的管理者。因为他不仅要引入乐高积木，还需要能够接受开诚布公的对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放弃控制权。他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进入一个让自己的权威和信念受到他人挑战的过程之中。然而，仅依靠管理者的勇气还远远不够。管理者还需要处于一种特定的组织文化之中，即该组织能够充分相信员工的潜力，并能鼓励员工以战略性方式去思考和行动。现状正如乐高集团的所有者克伊尔德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所说：“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组织都为开展‘乐高认真玩’做好了准备。”

乐高工作法适用于来自任何文化背景的任何人

乐高工作法适用于任何人。它不存在对某些特定群体的限制，并且工作坊的参与者既不需要拥有玩乐高积木的经验，也不必认为自己非拥有创造力不可。他们更不需要拥有特定的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背景，甚至身体残疾与否也并没有太大影响。虽然这么说听起来有点令人惊讶，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曾与四肢瘫痪的患者、有视力障碍的患者以及患有肌营养不良症的患者开展过工作坊。如前文所述，该方法只受其使用情境，即问题性质和组织文化的限制。

所有工作坊都必须是定制的

乐高工作法是一套能够用于解决多种问题的方法和语言，在该方法最初几年的应用中，这一事实就已经很明显了。刚开始，我们将它视为一个以开发动态战略为目标的通用型工作坊，为期两天，参与者使用的乐高积木套件上还印着工作坊的名称：“乐高认真玩”企业实时战略应用。我们甚至还编写了一本精美的小册子，名叫《企业实时战略想象力百科》，以此来支持这种通用型工作坊。虽然这种形式的工作坊一直以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很显然，它实际上很难满足所有组织的需求，因为很少有组织想要的结果恰好与此种工作坊能带来的结果相吻合。因此，我们需要打造多样化的工作坊。

Executive Discovery团队的最初设想是分别为团队发展和个人发展再设计两种工作坊。于是，乐高工作法成为包含三种形式的工作坊集合，并带有相关支持性材料。然而，每当我们设计一个新的工作坊流程时，总是需要做出新的改动。这无疑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一种还是两三种标准型工作坊，都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它是一种必须量身定制的方法。

在培训引导师时，我们依然会教授标准型工作坊的引导方式，但此举的目的在于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工具和技术，使他们能够在开展此类特殊形式的工作坊时取得最佳效果。如今，我们培训的重点，在于使引导师掌握如何使用4步核心流程和7项应用技术来设计独特的工作坊。

组织和引导师都需要注意的5个误区

那么，是否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乐高工作法是对所有人、所有情境都一直适用的“万能妙方”？我们当然很想回答“是的”，但正确的答案其实是“不是的”。我们已经在前文中讲述过该方法的限制，第4章也详细讨论了“引导师误区”。除了这些，我们还认识到组织和引导师都需要注意的5个误区。陷入其中任何一种误区都可能会导致有人无法全身心参与进来、无法破除惯性思维，以及无法产生新的见解。

1．参与者试图钻空子。就像孩子们玩耍时一样，如果有人尝试钻游戏的空子，必定会破坏整个游戏。这种情况在乐高工作法中很容易识别，如果一名参与者明显没有遵守该方法的规则，从而阻碍了工作坊的进程，或者他没有“玩明牌”，其他参与者或引导师很容易就能识别出来。所谓“没有玩明牌”，指的是没有以完全真诚的态度去参与工作坊，甚至态度完全不真诚。这时，引导师需要出面处理这种状况。识别此类参与者的方法非常简单，常见迹象包括：身体稍微后倾、私下与另一名参与者交谈、发表见解时偏离所建模型等。如果引导师不及时制止这种情况，乐高工作法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无效。

2．“我有答案。”在这种情况中，某人（通常是经理或赞助商）确信自己已经拥有答案，并希望通过这种有趣且富有创造力的方式来传达其观点，而非寻求他人的意见。如果组织的关键人物将这种态度带入工作坊，那么工作坊取得成果的机会就十分渺茫。一方面，这位关键人物可能会觉得其他参与者正在挑战他的立场或观点；另一方面，其他参与者也会感到受到了操纵，并觉得很不解：既然领导不想听，为什么还要征求我们的意见？简而言之，我们通常会告诉人们，如果你已经有了答案，就不要浪费时间去搭建模型。乐高工作法与你已经掌握的知识无关，它是为了解锁新知识。

3．“我们想要开诚布公吗？”如果高管不想开诚布公地讨论、寻找解决方案，那么乐高工作法永远也无法奏效。因为它正是以开诚布公的对话为基础的。不论是讨论还是构建模型，都不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

4．“我们是想自己寻找答案，还是想让别人为我们提供答案？”乐高工作法以问题为基础，旨在使答案浮现出来。问题来自局外人（引导师），而答案来自局内人（参与者）。如果组织的明确目的是寻求专家意见、获得来自外界的启发、接受指导等，那么该方法将无法适用，因为它无法满足组织的此类需求。

5．聘请观察者。出于多种原因，组织可能会考虑聘请观察者，观察者也的确适合采取多种干预行为。然而，乐高工作法并不适合聘请观察员。当有观察者在场时，参与者通常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他们的行为，或者不愿开诚布公地分享一切。与上文中误区1类似，观察儿童玩耍也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当孩子意识到有人在观察他们时，要不了多久就会改变行为模式。他们可能会停止游戏、变得更加犹豫，甚至会寻求帮助。如果没有观察者在场，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寻求帮助。该误区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你无法在不改变系统行为的情况下去观察一个系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述了乐高工作法的应用领域，探讨了其背后的科学理论，并认识了其适用情境和具体应用方式。在接下来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利用乐高工作法能够突破哪些界限，以及如何突破这些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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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14章中，我们讲述了乐高工作法的应用领域、背后的科学理论，以及适用情境和具体应用方式。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利用该方法来突破界限，以及具体能突破哪些界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背景。自乐高工作法诞生的20世纪末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经济历经了从高峰到低谷，再到现在的谨慎乐观状态。乐高工作法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自2008年世界经济触底之后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组织中，而此前当经济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时，该方法的应用则极为有限。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只有很小一部分原因是新的社区分销模型。我们认为新的业务模型并非该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并未探讨如何突破乐高工作法自身的界限，而是将探讨我们能够利用它在企业发展和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中突破哪些界限。

这么说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新厌旧的时代，甚至有人会认为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患了“嗜新病”。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将会提出关于引入新技术来改变乐高工作法的假设。

然而，乐高工作法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已经存在了20多年。按照“对于一些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其预期寿命和它们目前已经存在的时间成正比”这一说法，该方法至少还有20年的剩余寿命。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是一位观点犀利独到的学者，他曾指出：“对于会自然消亡的事物，其生命每增加一天，其预期寿命就会缩短一些。对于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其生命每增加一天，则可能意味着更长的预期剩余寿命。”1

我们之所以认为乐高工作法会拥有十分可观的前景，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①创造投入性、解锁新知识和破除惯性思维的需求一直在增多；②由于“乐高认真玩”流程中包含动手搭建，因此它能够让我们用一种与生俱来的方式去思考、交流、解决问题、表达想法和观点；③在未来10年内，各种企业和整个社会需要突破一些重要的界限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而乐高工作法能够帮助它们：

·　突破动态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　突破由数据导致的“死亡”。

·　突破“曾适合你的方法未必现在适合我”偏见。

·　突破高科技式短视。

·　突破英雄式领导力。

·　突破对个别天才的依赖。

·　突破“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上述界限。

突破动态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奥托·夏莫（C. Otto Scharmer）(14)等学者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极具动态复杂性的时代。夏莫指出，动态复杂性体现在事物的远距离因果关系上，这意味着仅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已经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从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学习。2我们在第1章谈到复杂自适应系统思维时，所提出的观点和这种观点是一致的。夏莫等学者普遍认为，为了掌握主动权，我们需要探究系统、观察、学习，然后采取行动。

夏莫认为，如果我们想从未来的新兴趋势中学习，就需要使我们的沟通和意识从第一层“下载——发表附和式意见”和第二层“争论——发表反对性意见”，不断升级到第三层“深度对话——进行反思式探询”，直至达到第四层“集体呈现——团队共同创造新的事物”。3

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乐高认真玩”工作坊举办得当，便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工作坊一开始的技能建立挑战中，参与者就已经度过了“发表空泛而礼貌的附和式意见”阶段；随后，在第一轮的模型搭建中（技术1），他们从相互交换意见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不断升级到将自己视为自适应系统的一部分；最后，在工作坊的后期阶段，他们开始共同创建一个整体性的新模型。

突破由数据导致的“死亡”

众所周知，如今人们能够访问的数据量之大前所未有。人们能够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和智能手机来收集、处理数据，这似乎给企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只不过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些机会很可能几年之后就不足为道了。尽管如此，市面上依然跟风似地出现了大量与分析数据相关的方法。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大数据真的是“贤者之石”吗？我们无法确定。我们在第1章提到过，查布里斯和西蒙斯通过“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表明：作为观察者，如果太专注于收集某一种特定类型的数据，那么将会错过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4塔勒布在《反脆弱》（Antifragile）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我们从未有过比现在更多的数据，但我们的预测能力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弱。更多的数据（如过马路时注意周围人眼睛的颜色），可能会让你无视路上的大货车。

我们坚信，诸如乐高工作法之类的方法能够帮助每个人突破由数据导致的“死亡”，构建新知识，并带来令人惊讶的新见解。以有形的模型构建无形的概念，并对数据进行清晰、可视化的表达，将能使人们看清原本可能会被忽视的事物，使他们发现令人惊讶的模式。

突破“曾适合你的方法未必现在适合我”偏见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的经济正处于停滞状态。正如一句丹麦谚语所说，“一切皆有上限”。美国也有一句类似的谚语，“树没法长到天上去”。如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经济似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同时也还有许多国家正在寻求经济增长——这些国家通常都在寻求适合本国的增长道路。人们普遍认识到，历史上曾推动欧洲和北美洲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可能并不适合当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即便是发达国家（我们不妨称之为“旧世界经济体”），也对探索新的管理方法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乐高工作法能够通过打造全员高度参与的会议来解锁新知识、破除惯性思维，因此，它或许正是人们所寻求的新的管理方法。如今，经济增长不再是必然，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精神错乱，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却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无法以旧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

突破高科技式短视

毫无疑问，新的技术能够为人类带来非常光明的前景。但是，就像收集和处理海量数据有可能导致负面影响一样，高科技未必能为人们带来更优质、更有意义的生活，也未必能帮助人们打造更优质的企业。的确，新技术使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变得更加便利，也使许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因此对于许多人而言，新技术带来了诸多好处。纵然技术使很多资源变得更加均衡，但它同样带来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①取得差异化难，避免商品化更难；②如果人们不经常面对面交流，那么在实际面对面交流时，他们往往会期待能有更多收获。

我们认为，乐高工作法能够帮助人们扭转这两方面的负面影响。解锁新知识并破除惯性思维，能够使团队释放他们的想象力、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团队同样可以以此来突破由数据带来的困境，这也是团队超越数据的地方。通过真正打破20/80会议模式、创建全员高度参与的会议，能够使团队成员之间开展真实的对话，并实现真正的共同创造。前文还曾提到过，我们观察到如今有两种趋势正在同时发挥作用，即“高科技”和“高接触”。我们相信，“高接触”将能为开展乐高工作法打造最佳体验。

突破英雄式领导力

本书中反复提及乐高工作法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它能打破20/80会议模式，创建一个人人平等的会议流程。那么，为什么它能够通过在会议室中为每个人提供平等机会来打破这种模式呢？荷兰进化生物学家马克·范福特（Mark van Vugt）在领导力进化科学领域中的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见解。

范福特在其著作《自然选择：领导力的进化科学》（Evolutionary Science of Leadership）一书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当前管理理论和实践的进化速度比人类大脑的进化速度更快。5书中指出，人类的大脑深处存在一种原始的自然感知力，人们用这种力量来感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是没道理的。石器时代的男女以部落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关于部落成员为何以及如何通过合作取得蓬勃发展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如今这个飞速发展、复杂多变的世界而言，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石器时代，领导力是以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的。部落人数很少超过150～200这个范围，因此人们不仅非常了解彼此，而且维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由于在原始社会中，个人很难积累大量资源和很大的权力，因此早期人类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平等。

范福特认为，追求平等依然是人类重要的本能之一。大型组织会破坏人们的驱动力，因为在某些等级分明的大型组织中，最高领导者的收入可高达普通员工收入的380倍。如此巨大的薪酬差异，不仅让人感到很不自然，也不利于组织成员之间的团结，同时还会给普通员工带来深深的挫败感。在我们祖先所生活的时代，领导者通常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如今，普通员工对领导者的选拔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并且许多领导者拥有的权力涉及面很广，而没有根据情况或项目而定。

在一种更自然的领导力模型中，人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并会根据手头上具体的任务来分配领导责任。习惯于在等级分明的系统中工作的员工，往往会觉得以这种模式开展工作是一种挑战。我们在与许多大型组织合作之后，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即“乐高认真玩”流程本身所具有的平等和民主性质，能够使所有员工重拾自己所拥有的深厚知识，并为打造自然的领导力模型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突破对个别天才的依赖

如今，随着知识的专业化不断加深，几乎所有问题和项目都至少需要来自几个人的见解。通常，共同解决问题或参与项目的人不仅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不同的年龄段，甚至是不同的国家。因此，与他人开展有效合作的能力，将成为全球各领域中项目、计划和企业获得成功的基础。

凯斯·索耶（Keith Sawyer）在其著作《如何成为创意组织》(15)一书中，提供了许多有说服力的研究实例，6阐明了群体智慧能够为人们带来诸多益处。其实，许多人都曾体验过群体智慧所带来的益处。由麻省理工学院、美国联合学院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所组成的团队，曾利用一种类似于智商检测的统计分析系统证明了群体智慧是真实存在并可以测量的。在两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对699名被试进行了分组， 2～5人为一组；随后，研究人员要求各组分别开展各种类型的任务，并对此过程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此类任务包括建筑设计、头脑风暴、团队矩阵推理、团队道德推理、计划短期旅行和团队分型等。令人惊讶的是，不论是团队成员的平均智商，还是成员的最高智商，都不是团队能否成功完成任务的重要指标。然而，群体智慧与团体的社会敏感度以及成员轮流发言的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这些同样是“乐高认真玩”核心流程的关键特征。我们认为，由于专业知识容易过时，因此，那些了解如何利用群体智慧而非仅依靠专家的组织，将会拥有更加光明的前景。

突破“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

大多数人都认为，金钱之类的奖励是激励人们的最佳方式，这种方式叫作“胡萝卜加大棒”。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在他的著作《驱动力》(16)一书中指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7他认为，不论是在工作、学校还是家庭中，人们之所以会努力获得最佳表现、创造最高满意度，源于人类对掌控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创造新事物，通过自身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深切需求。

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也谈到过工作中能让人们感觉良好的因素。简而言之就是，做有意义的工作能够使人们感觉良好。但是，究竟何谓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又为何会在乎工作是否有意义呢？艾瑞里通过研究证明，人们并非仅仅为了钱而工作。金钱只是一部分动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宁愿做有意义的工作。

还有大量其他研究同样支持平克和艾瑞里的观点。至于人们为何会在乎工作是否有意义，一个关键原因是，人类对于制作和创造事物有着强烈的渴望。如今网络上的内容之所以越来越多，也正是源于这种渴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工具、时间和更强烈的意愿去创造事物。

相比于许多其他用于思考、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乐高工作法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多意义。因为它始终以“个人”和“搭建对个人有意义的事物”为出发点。模型的意义和故事的意义均属于搭建者。在应用该方法的过程中，搭建者能够在工作坊中实现自我掌控，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知识，并最终看到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

随着乐高工作法的不断发展，我们深信它将能突破更多界限，推动更多变革。在本书即将完结之时，我们希望你能重新回想一下一架在跑道上滑行、即将起飞的波音747，同时再想一想如此庞然大物居然能够腾空而起，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然而，你知道，它能够做到，并能做得十分优雅。当我们开启乐高工作法的旅程时，我们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以前，我们并不知道乐高工作法的“飞行原理”。如今，我们得知了其中的奥秘，在此希望能将这个魔法分享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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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年9月，“乐高认真玩”全球社群举办了该方法面市（第一批引导师认证）20周年庆祝活动。——编者注

(2) 福特T型车是美国福特公司于1908—1927年推出的一款汽车产品，大多数都是黑色的。——编者注

(3) 肯尼芬框架（Cynefin Frame）是一个帮助决策的概念框架，它将系统分为4个维度：简单（simple）、复杂（complex）、繁琐（complicated）和混乱（chaotic）。——编者注

(4) 查布里斯和西蒙斯均为美国权威的心理学家，二人合著的《看不见的大猩猩》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编者注

(5) 精益画布是一项研究产品的商业模式的实用工具，是呈现在一张纸上的可视化简明商业计划书，由奥斯特瓦德的“商业模式画布”方法改良而来。——编者注

(6) 商业模式画布是一种用来描述、可视化、评估和设计商业模式的工具。——编者注

(7) 美国当代教育家、哲学家，他在《组织学习（完整纪念版）》一书中深度揭示了学习的有效性及具体、实用的建议。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出版。——编者注

(8) 布朗所著《玩出好人生》一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编者注

(9) 这本书会帮助读者对企业战略选择有更新的认识。其中文简体字板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编者注

(10) 派珀特是近代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教育信息化奠基人。他是皮亚杰的学生，在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构建知识理论。——编者注

(11) 利基是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他的代表作《人类的起源》是人类进化史领域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编者注

(12) “心流之父”希斯赞特米哈伊历时30年潜心研究的经典之作《创造力》一书，深入阐述了心流对创造力的重要性，提出了运用心流创新的实用建议，其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编者注

(13) 这种观点认为，企业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优势和顾客的需求上，而不应首先考虑对手是如何做的，再来决定自己采取何种决定。——编者注

(14) 奥托·夏莫是探索变革深层动力的组织学习大师，其代表作《U型理论》和《U型变革》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2014年出版。——编者注

(15) 《如何成为创意组织》是全球创造力研究专家凯斯·索耶的重要作品，揭开了从天才团队升级为创意组织的秘密。其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编者注

(16) 《驱动力》是趋势专家、畅销书作者丹尼尔·平克集40年研究成果的经典著作，其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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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未来，属于提问，而非给予答案！

关苏哲

新关点创始人

伟事达总裁教练，标杆企业高管团队教练

《有效提问30讲》课程研发者

提问驱动思考，答案终止想象。很高兴，湛庐为大家带来了“提问”领域的好书。

凯文·凯利（Kevin Kelly）曾在他的一场知名演讲中提到了未来发展的12大趋势，其中第11个趋势就是提问。在今天，想要找到一个答案很容易，你可以随时上网搜索。但好问题比完美的答案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好问题才能激发创新。通过正确提问，能有效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产品、服务和组织运营等方面的创新和突破，和谐团队关系，提升沟通效率，最终增强企业竞争力。

不过，在中国目前的管理学市场上，鲜有学校和培训机构把加强提问能力作为最重要的技能去普及。大家还未能充分利用提问。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以下现象：

•　遭遇重大困惑，无法洞察问题本质，难以提升决策效率；

•　思维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由于缺乏创新能力，错失了一个个发展机遇；

•　工作中亲力亲为，直接给下属答案，结果下属成长缓慢，自己变得身心疲惫；

•　日常沟通充满批判指责，同事关系紧张，士气低落；

•　团队会议效率低下，不是七嘴八舌，就是沉默寡言。

殊不知，产生以上这些“症状”，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缺乏提问领导力，而要发现和解决问题，你必须先提出正确的问题。

作为伟事达总裁教练和标杆企业高管团队教练，我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帮助CEO和管理团队提升提问能力，分别通过企业家私董会和企业内部高管圆桌会形式，主持企业重大核心会议，如战略研讨会、客户洞察会议、业务增长会议、高效团队塑造会议等，平日也和管理者做1对1的教练会议辅导。这些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就是通过强有力的提问，帮助与会者洞察问题背后的本质问题，进而科学决策，提升领导力。我们经常围绕同一个话题，激发与会者的不同观点，不仅如此，我鼓励每个与会者在表达自己观点后真诚提问，请教其他人的看法，而非终止对话。

为了让更多人感悟到提问的重要性以及学会提问，我在2019年推出了《有效提问30讲》在线课程。我当时浏览了近20本中外提问领域的书籍，沃伦·贝格尔的《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让我爱不释手，书中的案例非常生动，整本书详述了如何用提问激发创新，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沃伦·贝格尔分享的3个创新问题，分别是Why，What if和How，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会怎样”以及“如何”。用苹果手机举例，3个问题就分别是：

•　为什么手机只能打电话？

•　如果手机能够把MP3、电子书、影碟机、打电话结合起来会如何？

•　怎么样才能设计和生产出这样的手机？

这3个问题结合起来最终促成了一个伟大的创新品牌。这3个问题也分别代表了创新的3个重要作用：激发洞察力、放飞想象力和强化执行力。

其实，不仅是苹果手机的发明，像宝丽来和迪士尼的诞生，以及像奈飞和爱彼迎这样的行业翘楚问世，其背后原理都可以追溯到创新提问，这些“好的提问”改变了传统思维，开创了新的可能，最终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

创新，必须敢于打破常规，质疑行规。

激发洞察力，对传统经验提出质疑，问“为什么”并不是“找茬”，它体现的是创新最重要的本质——批判性思维。工作中同事们的观点只是一个个不成熟的假设，并不一定是事实，所以我们通过问“为什么”去验证假设是否合理。换个角度看，提出质疑其实就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创新精神。

放飞想象力需要激发我们的右脑思维，“如果……会怎样”这个提问就自然会催生“链接”，想象力需要我们的思考不受约束，需要我们异想天开，从而把各种看起来不相关的事物综合起来考虑。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让我们见所未见，从而激发创新。

提出漂亮的“为什么”和“如果”，需要梦想；而提出“怎么样”则需要实干精神。实干精神能够帮助我们的想法逐渐成型，并最终落实为行动。如果你提问时，在“怎么样”前面加上“我们”，后面加上“可能”则更棒！因为，“怎么样”的提问是假定了解决方案的存在，而在“怎么样”后面加上“可能”，就意味着你将会有更好的反思，因为你提出的想法有可能行，也有可能不行。而“我们”则代表要把“你”“我”“他”各自的想法变成团队的一致想法。

除了激发产品服务创新，职场上常用的提问场景无处不在：比如召开高效决策会议、破解工作难题、上下级有效沟通、塑造良好组织文化氛围等。沃伦·贝格尔新撰写的《如何用提问解决问题》，给我们展示了如何用提问来决策、沟通、管理团队。

不少管理者一遇到问题，往往立即提出解决方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这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大忌。问题无法解决的核心原因是你无法发现问题，而提问正是发现问题的金钥匙。优秀的领导者遇到问题，首先是利用提问洞察问题背后的本质问题。这些年我主持的企业决策会议都严格按决策流程来破解工作难题，整个会议有超过50%的时间是与会者彼此提问：通过清晰表达问题、明确问题重要性、运用开放式问题技巧、问题根因探究以及用半小时就能提出100个问题的“问题爆炸法”激发团队头脑风暴等方法，让团队成员迅速达成决策共识。

提问也能让你成为更好的领导，在VUCA时代，靠强势的管理者打天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会提问而直接给予下属答案的管理者，不仅自己身心疲惫、无法解决问题，还会制约团队的成长。不会提问，也会潜移默化地助长团队成员的惰性。提升领导力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多提问，方法之二是鼓励他人提问。当我们学习提问并真正提出好问题时，这些提问就会让我们个人、团队和组织都焕然一新。

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在其著作《赢：韦尔奇一生的管理智慧》中也曾指出，领导者必须真正成为提出最多、最好问题的人。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领导者善于提出问题，而管理者则聚焦于回答所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提问能力是具有创新意识的商业领袖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衡量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提问看似简单，其实是一种高级的元认知思维，它能够引导人们去推理。可以说，提问是解决几乎所有复杂问题的核心。虽然市场上有一些以提问为主题的书籍，但真正聚焦创新提问和决策提问的书籍寥寥。期待沃伦·贝格尔的“提问书”能帮你把握住未来发展的趋势。


中文版序

重要的是不要停止提问

这本书终于可以跟中国读者见面了，对此我深感欣慰和荣幸。自从这本书2014年在美国出版后，许多读者都问我，书中强调了提出有思想深度的好问题的重要性，但此书传递的这种信息是否对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具有同样的价值？我的答案始终如一：“无论在哪里，提问对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

提问是一种能帮助我们学习的重要工具，通过提问我们就能了解未知的世界。而在当今这个不断变迁的时代，这一工具正变得越来越有价值。想想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国以及其他任何地方，提问的价值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在改变我们管理企业的方式。那些既定的旧方法和实践正在经受挑战。我们怎样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怎样才能抓住无处不在的新机遇？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打开思维，保持好奇心，让自己被问题所包围。

孩子明白提问的重要性，他们将提问当成促进自我成长和不断进取的工具，这就是4岁左右的孩子会提出大量问题的原因。他们不断观察周围的环境，并始终充满好奇心，于是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而这种好奇心和好问的天性能帮助孩子们快速学习。

随着我们不断长大，一些事情悄然改变了，我们的好奇心也变得越来越弱。我们开始接受事物当前的形态，假定自己“了解”很多事情，而我们提出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少了。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去提问，因为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可能会让其他人误认为我们低能或无知。另外，我们还担心提出问题会不会是一种唐突或不合时宜的行为，就好像我们正在挑战权威或对事物的现有运作方式不够尊重一样。当然，人们有这种担忧也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在那些十分尊重传统、学识和经验的文化环境中，这种担忧就更正常了。

但是，我相信，在任何一个社会或组织内，好奇心和提问总会有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学会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用一种礼貌的方式去提问。作为一个真正的“提问者”，并不意味着就要蔑视习俗、传统和经验，而是通过提问，去寻找能更深入地理解事物现有运作方式的办法。在更深入地理解事物运作方式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可能提出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能为常规的做事方式注入新思想和新创意，也能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意见。

看看近些年来那些给世界带来重大变革的人，比如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我们就能发现，当一个人既有渊博的知识又有强烈的好奇心时，他将会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写这本书时，我拜访了许多商业领袖、创新者、科学家、教育家、发明家和艺术家。我发现他们身上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特质，那就是提出伟大问题的能力。他们已经形成了观察周围世界的习惯，并且在观察的同时还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我怎样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这本书中分享了一些关于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提问者的方法和技巧。比如，你将会发现，提出“为什么”“如果”和“怎样”这类开放式问题对于解决问题非常有帮助，并且也有助于让你产生新创意。

你还将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体会到用积极的方式提问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从谷歌员工的提问方式中了解到的。而提问时的措辞会对提问的效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比如不当的措辞可能会冒犯他人，正确的措辞则可能会促使他人帮你一起努力寻找答案。

我在这本书中也讨论了那些鼓励员工提出更多问题的公司所使用的方法。鼓励员工提出问题这一点对如今快速成长的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要想快速地壮大并适应变化莫测的世界，商业领袖就必须让公司里的每名员工都能全身心地融入公司并保持旺盛的求知欲。

虽然这本书重点讨论了怎样提出商业方面的问题，但它并不只是一本商业书。我相信，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日常生活中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生活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许多人忙于浏览最新的文本信息或邮件，并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事、为什么做这些事以及有些事我们是否应该换一种方式去做，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不断反思的。

这本书还讨论了有关教育的问题。我相信，对教师和家长来说，鼓励孩子提出更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调查中发现，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少了，但有些孩子仍旧不断用各种方式向成年人提出许多问题。而这些孩子通常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创新者和领袖。因此，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在未来成为一个成功人士，那么我们就应该确保他们能熟练掌握一种重要的工具——提问。

我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完这本书后能对提问的重要性有新的理解，我还希望这本书能帮你在提问时感到更放松。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有强烈求知欲的人、一个更好的提问者，那么这本书将为你带来诸多帮助。正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不要停止提问。”

我希望你能享受到阅读这本书的乐趣，并希望它能激发你去提出许多好问题！


测一测　你的提问商有多高

·　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这是正确的吗？（　　）

A．正确

B．错误

·　掌握一门课的标志就是，对其不再有任何问题。这是正确的吗？（　　）

A．正确

B．错误

·　如果你想跟别人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不断地向他们提问。这是正确的吗？（　　）

A．正确

B．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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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你的提问商




前言

我们都渴望答案，但首先要学会提问

作为一名记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提问。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更多有关提问的艺术或其科学性的问题，也从未考虑过提问对于推动人们创新、解决问题，以及其在事业和生活的道路上持续前进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几年前，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其内容主要是关于设计师、发明家和工程师是怎样灵感突现和解决问题的。在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才开始思考上述问题，而这些文章最终被汇编成了一本书。

我的研究使我能够与世界上一些具有创造性思维且能引领创新的人进行接触。在观察到他们是怎样应对挑战后，我发现他们的成功其实并没有神奇的准则，也没有单一的解释。但是，在寻找这些睿智的变革推动者的共性时，我不断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善于提问。

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最大的成功就是颠覆性创新、促进新创公司发展以及找到疑难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方案等，而这些成功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或一系列由他们自己提出并给出答案的问题上。

我认为，这一发现非常有趣，但与此相关的内容在我的书中占比很小，所以我就把这个想法搁置起来了。然而，当一些事情已经触动你的“雷达”时，你就会注意到它。所以，我后来意识到，提问似乎无处不在。比如，当我为《哈佛商业评论》和《快公司》杂志撰稿时曾采访过许多公司的高管。我发现，对很多商界人士来说，“提问”蕴含着极大的乐趣。而许多商人似乎也意识到提问和创新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明白，伟大的产品、公司甚至行业通常都是从一个问题产生的。众所周知，谷歌正如它的董事长描述的那样，是一家“经营问题”的公司。另外，像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和亚马逊公司的杰夫·贝佐斯这样的商业明星都因“爱提问每件事”而著称。

当提问成为一种稀缺能力

当我在商业领域开始研究“提问”这个主题时，我发现只有少数公司真正鼓励员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提出问题。然而，在这些公司里，并没有哪个部门专门把精力放在提问上，也没有制定与提问相关的任何政策和指导方案，当然也没有真正让员工去践行提问。相反，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公司目前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不鼓励人们用提问的方式来探究问题。比如，不鼓励人们问：“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做这件事情？”

学校里可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当与一些教育家谈话时，我了解到，许多教师承认学生能想出并问出好问题的确至关重要。于是，我对研究“提问”这个主题充满了兴趣。有些教师意识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错综复杂的事物不断增加，各种变化不断加剧，所以“提问”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鉴于某些原因，大多数学校并不会教授学生提问的技能，学生也不会因为提问而得到奖赏，只有记住答案才会令他们得到奖赏。

有些社会企业专门解决十分重要且棘手的全球性问题，比如贫困、饥饿和供水问题。在与这些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只有极少的创新者会重视针对上述全球性问题提出正确问题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深蒂固的旧有实践经验和实践方法一直大行其道。像许多行业的非营利性机构始终在重复做着所在行业内的企业已经做过的事情一样，“好心人”经常会努力解决难题，但他们的解决方法却往往是错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存在这样的状况。神经脉冲持续不断地推动我们努力去做一些已经完成的事情，但我们很少会退后一步去问，自己是不是在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情。在诸如发现意义、满足感和幸福这些大问题上，我们被太多的答案所包围，这些答案都是来自专家和领导者们的建议、秘诀和策略。如果这些解决方案对我们发掘答案并不适用，你也不用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必须自己提出问题并将其解决。然而，谁又会为此腾出时间和精力呢？

正如企业高管和学校教师所理解的，在某种层面上，提问很重要，并且我们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问题上，尤其应该放在有意义的问题上。自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直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点。诗人卡明斯就曾对提问这一话题表达过自己的想法，他写道：“我们总是能给出一个好答案，但谁又能问出一个好问题呢？”从毕加索到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以来的艺术家们都谈到，提问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BrainPickings网站最近引用了克洛斯的话：“问你自己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并努力为此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如果这样做，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自我，我想那一定非常有趣。”这段话非常棒，并被该网站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

科学家也一直是提问的忠实拥护者，爱因斯坦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他从4岁开始就不断提出各种展现出其智慧的问题。当时，他很好奇指南针为什么指向北方。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每当他看到一些“非常棒”的事物时，总会对其充满好奇。虽然对太多事物感到好奇，但爱因斯坦对自己该选择解决哪些问题仍然会深思熟虑。在他广为流传的语录中有这么一条（他可能说过也可能没说过）：如果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决一个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在生活中很重要，那么他会先用55分钟去确定自己正在解答的这个问题是否正确。

很多例子都证明了解答正确问题的重要性。从爱因斯坦到乔布斯，他们的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如此，为什么提问在商业中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什么它在学校教学中的地位不高？为什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未充分使用它？

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认为，提问是一件非常简单且源于人类本能的事，因此不需要围绕其进行思考。知名教育家德博拉·梅耶尔（Deborah Meier）是“小型学校运动”（small schools-movement）(1)的开拓者，她说：“我们一出生就开始提问。”的确，任何一个学龄前儿童都能轻松地提出很多问题。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英国，4岁左右的小女孩平均一天可以问她母亲390个问题，年龄相仿的小男孩的提问数量也与此类似。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提问就像呼吸一样，是上天的馈赠，是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并被大家所接受的，也是任何人甚至一个孩子都能做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4岁小女孩以后的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是，她再也不会凭本能和想象来提问了，或者是再也不能像她提问最多时那样无拘无束地提问了。除非她是一个特例，否则4岁就是她的提问高峰年龄。

这样一个古怪的事实引发了我们提出各种问题。比如，为什么这个4岁小女孩在5岁或6岁时提问开始变少？为什么对于她和她周围的人来说，4岁这个年龄是一条分界线？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提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试着寻找一些能让自己保持提问之心的方法，以防止我们的提问减少？

那个4岁小女孩也可能是个例外，她可能不会停止提问，成为少有的继续提问的人，就像贝佐斯和乔布斯一样，或者像这本书中某一位“提问者”一样。即使如此，也会产生问题。比如，为什么一些人仍在坚持提问，而另一些人却停止了提问呢？存在提问的基因吗？提问在学校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中意味着什么？提问者与非提问者谁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商业领域与提问之间一直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商业创新领袖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就是一位提问者，他发现，提问被许多商业领袖视为是“无效率的”。这些领袖总是急于行动，而经常感到没有时间去质疑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企业中的普通员工也认为，向领导提问会威胁到个人事业发展。因为他们觉得，在开会时举手提问“为什么”很可能会被人当成无知，或者会被人认为不顺从，又或者两者兼有。

最近有一项针对成千上万位商业高管进行的有趣的调查表明，最具创造力、最成功的商业领袖都是专家级的提问者。他们由于质疑所在行业的传统观点、所在公司的惯例，甚至自己的想法而被人熟知。尽管这一点会给他们增加压力，但却并没有阻止他们提升自己在商界的地位。以赫尔·葛瑞格森（Hal Gregersen）为例，他是一名商业顾问，也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他与克里斯坦森以及另一位经济学教授杰夫·戴尔（Jeff Dyer）共同完成了这项调查。这项调查的结果表明，提问是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管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

葛瑞格森表示，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的确能让商业领袖很快适应一个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他们乐于追根究底，在竞争者意识到存在新的机会和新的可能性之前，他们就已经识别出这些机会和可能性了。这意味着，在过去一个人需要表现出自己掌握了“所有答案”，以便能在公司中升职，而今天至少在一些较为开明的企业，“角落办公室”(2)是为提问者设立的。

考虑到上述状况，有人可能会不禁想要问以下问题：

•　如果我们知道提问是创新的起点，或者至少这么猜想过，那么为什么没有企业青睐它？

•　为什么企业不培训员工的提问技能或是创建鼓励员工不断提问的制度和环境？

•　如果企业打算这么做，那么它们该如何着手？

对于上述问题，有一个可能的答案——提问会让权威面对挑战，瓦解已确立的结构、流程和系统，迫使人们必须想着怎样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而这一答案不仅适用于商界，也适用于解释非营利性组织和学校存在的类似问题。比如，非营利性组织为什么不去提出更多的问题，学校为什么不教学生或鼓励学生提问。因为鼓励甚至允许提问就是割让权利，所以提问在等级森严的公司和政府部门中并没有被明确鼓励或允许，甚至在课堂上实现起来也不易。在课堂中，如果要给提问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么教师必须愿意放弃控制权。

任何迫使人们必须进行思考的事，做起来都不容易。这一点凸显了提问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自己提出的问题数量比本应提出的要少。显而易见，当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时，不必事事质疑可能会使某些事情变得更容易一些。一位从不质疑的商业高管可能还会说，不必事事质疑更加“有效”。这样的处事方式属于情理之中，也是相当明智的。神经学家约翰·库尼欧斯（John Kounios）注意到，大脑会寻找“减少我们的心理负荷”的方法，接受我们身边任何时候发生的任何事情，而不去质疑甚至忽视这些事情便是减少负荷的一种方法。操纵着这样的“自动驾驶仪”的确会帮我们节约心理能量，允许我们从事多重任务，让我们能完成日常工作。

但当我们想改变一些事情并且敦促自己去改变时，就需要挣脱常规的思维方式和轻松的遐想。此时，我们也就不得不偏离神经系统的轨迹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提问才能做到。

让提问精神回归

今天，我们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变化。于是，我们轻松地操纵着“自动驾驶仪”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被迫提问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我们要尝试去适应变化，寻求重新创造事业的机会，重新定义“生活”“工作”和“退休”等概念，重新考虑做事情的优先顺序，还要寻找能让自己变得更具创造力、能解决自己或他人的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新方法。按照未来学家、作家约翰·希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的说法：“我们已经到了需要经常转变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我们要不断接纳新事物，而具有提出宏观、有意义的好问题的能力可能是摆脱旧习惯和旧的行为方式的第一步。另外，知道这些问题该怎样解决也是同样重要的。

怎样才能开发并提高自己的提问能力？我们能重新点燃4岁时的提问火花吗？我与100多位商业创新者、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电影制作人、教育家、设计师和社会企业家等进行了对话，他们分享了提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些人还分享了提问是怎样指导他们开创事业或企业的。另外一些人则叙述了在他们改变生活的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问题是怎样发挥作用的。许多人都提供了有关提问的艺术的深刻见解以及提问的技巧和秘诀。

在总结他们的经验的基础上，我设计了一个由“为什么—如果—怎样”三部分组成的模式，以便能提出并处理宏观的好问题。当然，我也受到诸多有关创新、设计思维以及问题解决等理论的影响，并从中借鉴了一些理念。我提出的这一模式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公式，提问没有可行的公式。这个模式更多的是一套思维框架，是用来指导人们顺利完成提问的不同阶段。因为进行雄心勃勃且对创新有催化作用的提问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而其经常由退一步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事物作为开始，最终则会聚焦于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提问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改变，而提问的旅程可能是一条布满陷阱、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并且途中经常看不到答案。所以我提出的模式会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能帮助人们找到提问的方法。最好的创新者即便不能在这一漫长的旅程中立刻找到答案，也能坚持下去，因为他们一直致力于找到下一个问题。

本书围绕问题展开，由一个问题导向另一个问题。分散在书中的这些问题会指引我向大家讲述一些有关颠覆性思维、创新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新的思考方式，而这些思考方式都以思考一个强有力的问题而得以体现。

一个“好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当完成这本书后，我首次将本书表达的思想以“再来一个好问题”为标题，发布在博客上，并在博客中列出了下面这个非常主观的定义：

一个好问题就是一个透露出雄心壮志但可执行的问题，它能转变我们感知或思考事物的方式，是促使改变的一种催化剂。

这个定义能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本书并不是一本关于哲学或精神问题的书。我们不讨论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怎样定义“好”？真的有来世吗？尽管所有这些宏大的问题都能激起无止境的、充满激情的辩论，但我没有资格去讨论这样的问题，它们也不符合我所说的可执行的问题的范畴。

本书旨在强调那些可执行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结果和改变。受人尊敬的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告诉我，他经常在工作中寻找“一个难以解答但十分有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是值得解答的”。

我们很少问这样的问题，它们也不是在谷歌中能轻易搜索到答案的那种问题。然而，可以说，我们正处于提问的黄金时代。为了得到即时答案，我们可以利用触手可及的在线资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现在提出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只是数量多而已，在问题的质量或者深度上，现在和以往没有必然的差别。事实上，谷歌上最受欢迎的一类查询就是哪位名人是同性恋，哪位不是。许多例子都表明，在谷歌上查询的问题体现不出人们的想象力，并且很多问题都可以被谷歌预测出来。比如，我们刚输入了两个字，谷歌就已经猜出我们想问什么了。

本书更关注谷歌不能轻易预测出，或者不能轻易给出正确答案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提问方式。什么样的新理念会帮助我的公司立足？如果我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完成我的作品或艺术品，那会怎样？我怎样才能处理一个长期存在且影响到我的社区和家庭的问题？上述这些都是有个性、颇具挑战性和有潜力改变规则的问题。

在研究提问有何价值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确信，在帮助我们解决“什么事情重要，哪里有机会以及怎样实现目的”等问题上，提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并且在将来会更重要。我们都渴望得到一个美丽答案，但首先需要学会怎样提出一个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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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了解而停止思考

时光回到1976年。那个时候，谷歌还没有包揽我们查询的所有问题，一个名叫范·菲利普斯（Van Phillips）的年轻人就提出了一个用谷歌搜不到答案的问题：“如果他们能让一个人登上月球，为什么不能制作一只体面的假肢？”这个念头在他的脑中形成后便不断被放大。菲利普斯觉得，他的未来就指望着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而对此似乎还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菲利普斯21岁，是一名运动员，也是一个帅气聪明的大学生，一直过着令人陶醉的生活。但在那年夏天的某一天，他的命运改变了。当时，他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湖中滑水，拉着他滑水的船突然着火了，紧接着一片混乱。这位驾驶员并没有看到另一艘摩托艇开过来，而那艘摩托艇径直撞向了菲利普斯。

第二天早上，躺在医院的菲利普斯慢慢苏醒了。他回忆道：“我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我不想看，但还是忍不住看了’。”他掀开盖在身上的毯子却发现“自己的左脚没有了”，他膝盖以下的肢体被另一艘摩托艇的螺旋桨切断了。

医院给菲利普斯配备了“一只固定在铅管上的粉色假肢”。这只假肢比一块木头强不了多少，但这就是当时的假肢。菲利普斯拿着使用说明离开了医院，说明书上这样写道：“慢慢习惯你的‘新朋友’，每天用它走两次，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逐渐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菲利普斯回忆称，当他第一次试着用这只假肢走路时，他被“一块豌豆大小的鹅卵石”绊倒了。那时，他明白了，自己不能适应这只假肢。他还回忆起在那段时间拜访女朋友父母的事情，他女朋友的父亲曾把他叫到一边说：“菲利普斯，你一定要学会接受这个事实。”菲利普斯回忆道：“我当时咬着舌头，我知道他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截肢的人。但是，我不会接受必须用这只假肢的事实。”

那一刻，菲利普斯表现出一个创新提问者具有的特征：拒绝接受现实。实际上，在孩童时期，他就已经有了与此类似的迹象。比如，他曾经把屋子里所有的门把手都卸掉了。当时，他想：“如果把门把手和门分开，那会怎样？”提问者往往有很多淘气的童年故事。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此时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为什么”时刻，比如他会想：“为什么我要勉强自己接受这只讨厌的假肢？”

对于菲利普斯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人在这时候都会这样想），科技世界里正在上演着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是在美国的太空计划项目中。所以，他自然想知道，为什么人们有办法让一个人在月球上行走，却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地球上的现实问题？

菲利普斯当时没有想到，美国政府和大型企业并不着急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随着他对肢体修复领域的逐渐了解，他才慢慢清楚这一点，而他对这一领域了解得越多，他就越坚信这一点。菲利普斯回忆说：“数十年来，肢体修复行业一直停滞不前。”没有人对这个行业投资，因为这一行业的客户群，即截肢者对这个诱人的商业市场没什么想法。“而我就可以借此占得先机了”，几年后，菲利普斯这样告诉我。由于这个行业长久以来止步不前，所以它留下了大量空间，不仅允许人们质疑那些过时的理念以及维持现状的做法，还可以让人们向这个行业注入许多急需的新理念。

作为一个天真的提问者，菲利普斯很快发现，在处处都要求答案的王国里，他的“为什么”和“如果”一类的问题并不受欢迎。在很多专业性比较强的场合中，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经常会让人变得没有耐心，甚至感觉不舒服。比如，在医院或医生的办公室、商业会议室，甚至教室等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菲利普斯提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市面上没有更好的假肢”以及“这种局面是否可以改变”等都可能会被人们视为对某些专家的挑战，比如对医生、肢体修复工程师和其他知道潜在答案的人的挑战。因为在肢体修复领域，这些专家可要比菲利普斯懂得多得多。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作为这个领域的门外汉，菲利普斯拥有极大的优势，因为他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提问。提问的最大乐趣和吸引力就在于提问者的意见经常与专家的意见相反，所以专家们一般很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发问。对于这种现象，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给出过形象的解释——专家“因为‘了解’而停止思考”，如果你“了解”了，你可能也就没有了提问的理由。然而，如果不提问，你就只能依赖“专家”的知识。而他们的知识必定是有局限性的，可能还过时了，也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菲利普斯并不是想让专家相信他能更好地了解肢体修复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也确实没有非常透彻地“了解”相关知识，只是对此有所怀疑而已。在提问的道路上，作为一个迎接挑战的提问者，菲利普斯迈出了关键一步，把“为什么他们不能制作一只更好的假肢”变成了自己的问题。因此，他不得不替换代名词——将“他们”换成了“我”。

猴子没问题，你呢

正如独立发明家马克·努南（Mark Noonan）解释的那样，菲利普斯的做法代表了观念转变的重要性。每次铲完雪，努南都会遭受背痛的折磨，因此习惯提问的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设计出更好的铲子”。最终，努南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发明了一把配有长手柄、杠杆和轮子的铲子。而当你用这把铲子铲雪时，再也不需要弯腰了。努南注意到，如果你从来都不曾自己去努力解决一个问题，那么你就不能算是在提问，只是在抱怨，而且你还可能永远只是在抱怨。因为，正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前主管雷吉纳·杜甘（Regina Dugan）发现的那样：“我们总是认为，会有一个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才华、拥有更多资源的人来解决问题。但这些人其实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当菲利普斯意识到不得不独自解决问题时，他立即明白了如果想提出有关肢体修复的有意义的问题，就必须积极地投入这一领域。他在大学读的是播音专业，但现在却转而加入美国西北大学顶级的修复学研究项目中来。他也由此在犹他州的一个修复学实验室找到了工作，还逐渐了解到假肢的设计理念。

菲利普斯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与自己最初提出的问题“纠缠”。后来，这个问题又衍生出许多新问题，而他最终根据这些新问题采取了实际行动。菲利普斯的提问旅程引领他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他从动物界、当地的游泳池以及中国古代的战场受到启发。

为了制作出一只更好的假肢，菲利普斯蹒跚行走无数次，准确地说，是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在地。他不停地追问自己，这只新的假肢是否比上一个要好？而当他努力回答这一问题时，就需要反复地测试，也就必然要经历无数次跌跌撞撞。每当新的假肢因此而坏掉时，他得到的都是失望的答案。这时候，他会咒骂，也会发誓，但之后他仍然会提出新的问题，努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有一次，菲利普斯的假肢测试成功了。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即将改变世界。

问题驱动思考，答案中止想象

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注意到，问题就是“智力的发动机，它可以将好奇心转变成可控的提问”。人们用许多比喻的说法来试图描述问题所具有的惊人力量，而费舍尔的“发动机”就是其中一种。有时，问题被看成是一把挖掘事实的铁锹。或者按照正确问题研究所（Right Question Institute，RQI）的丹·罗斯坦（Dan Rothstein）的话来说，问题也像是一个手电筒，它可以“照亮你前行的道路”。

弗朗西斯·皮维（Frances Peavey）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社会活动家，她的工作就是围绕她的“策略性提问”（strategic questioning）展开的。“策略性提问”的目的是，搭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皮维曾注意到，一个好问题就像“一个可以撬开油漆罐盖子的杠杆”。

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像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许多人都倾向于将提问当成一种表达疑问的形式，如果不提出问题，似乎你就不存在疑问，但情况并非如此。假如长久以来，你都有一个疑问，而不说给任何人听，那么这个疑问可能就会永远被埋在你的心里。

我们都知道，正是提问的能力让我们有别于低等灵长类动物。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教育学教授，他一直在研究小孩子提出问题的情况。他发现：“与其他灵长类不同，人类的年轻人渴求从老年人那里获取文化信息，而这一点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哈里斯将此看成是一个重要的“进化分水岭”，从早期阶段开始，甚至在开口说话之前，人类就会用一些提问形式来获得信息。小孩子可能会捡起一个猕猴桃，然后看看身边的大人，或直接朝大人做个动作来暗示他自己想要对猕猴桃有更多了解。

由此可见，能引发我们提问的驱动力之一便是，我们意识到自己对某些事物一无所知。而这是一种更高的意识层次，它不仅将人和猴子区分开，也将聪明且有求知欲的人与愚钝的人（对某些事物不知道或不关心的人）区分开。优秀的提问者会意识到自身的无知，但并不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感到烦恼。

大家都知道TED大会的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喜欢“自夸”，他经常说：“我了解自己无知的程度要超过你们对自身无知程度的了解。”但是，这些优秀的提问者却用问题来不断地在未知的浩瀚宇宙中遨游。此时，对他们来说，问题就像一个手电筒，而当他们用问题来攻击无知时，问题就变成了一把铁锹。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作家斯图亚特·法尔斯坦（Stuart Firestein）在他的《无知：它怎样驱动科学》（Ignorance：How It Drives Science）一书中指出，科学发现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科学家愿意拥抱无知，愿意用问题作为指引以获得新发现。法尔斯坦这样写道：“一个好问题能激发出不同层面的答案，能鼓舞人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去搜寻解决方案，能衍生出全新的研究领域，还能让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发生改变。而答案却在终结这一切。”

一个小问题，创造一门大生意

罗斯坦一直在研究“提问能给人们带来什么”，他和同事鲁兹·桑塔纳（Luz Santana）成立了正确问题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一家小型但颇具吸引力的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训练人们提问的技巧。

罗斯坦相信，问题确实能起到某种效果，比如有一种对思想进行“开锁”的功能。他坚持认为：“每个人可能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当提问或倾听某种形式的问题时，会产生一种真实的探索感，也会对问题有一种新体会。此时，问题就会产生电灯泡的效果。”

罗斯坦已经在课堂教学中看到了提问产生的效果，比如在课堂上，学生们会围绕教师给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做头脑风暴。罗斯坦说，当学生们这么做时，他们想象力的闸门似乎瞬间被打开了。学生们不断地围绕问题进行思考，对此也越来越兴趣盎然。于是，思想就开始以问题的形式在课堂上自由流动。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的波莉·拉巴尔（Polly LaBarre）对此也有共鸣。她认为，在学校，提问能使学生更有朝气，也更有想象力，而在商业领域，提问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她还认为，有些问题可能“从本质上讲，是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但也很有趣”，并且这种问题似乎也会“引领人们不断创新”。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在和平年代，怎样为应对战争做好准备？

战争的紧急状态会引发人们想出很多好的问题。瑞士人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是一位年轻的加尔文主义者。1859年，在游览意大利的过程中，杜南碰上了奥地利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的一场血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大约有4万人死去或负伤，因此杜南急忙组织了当地人给伤员包扎伤口，照顾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杜南写道：“在和平年代，我们是否有办法成立救济会，以便让具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在战争期间能称职地为伤员做伤口护理？”于是，国际红十字会诞生了。后来，杜南想到，应该把红十字会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这样它就能在和平年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了。

问题怎样引领人们不断创新？神经学家、作家肯·海尔曼（Ken Heilman）是大脑内创造性活动方面的知名专家，他承认，很少有人会专门研究“当我们提出问题时大脑内在发生着什么”这个问题。虽然神经学家现在知道，在我们做白日梦、看商业广告或玩填字游戏时，我们的大脑皮层内的情况怎样，但奇怪的是，对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时我们的思维活动过程，这些专家却几乎一无所知。海尔曼指出，一直以来，神经科学界都曾对发散性思维进行研究。而发散性思维是一种试图想出多种想法的思维活动过程。海尔曼表示：“发散性思维是有关表达方式的，比如‘嘿，假设我对此有不同的想法会怎样’，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提问的形式。”

发散性思维主要在更具创造力的右脑产生，它会挖掘想象力，也经常会引发随意的联想，而这就是创造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发散性思维还可能给人以启迪，且使人因此而有所收获。所以，罗斯坦利用问题进行教学，从而发现提问能促使学生开放思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斯坦指出，问题不仅能开放思路，还能对思维起到指引和聚集的作用。一开始，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能会用“如果”的提问模式来进行思考，因为这种思考模式是开放式且具有发散性的。但之后，学生们不仅要对需要解决的难题的核心有清晰的认识，还要对“怎样进行下一步”达成共识，这样他们就会逐渐用自己提出的问题来“聚集”思维。当他们分析并回顾自己的问题时，甚至会将这些问题用于“元认知思维”（meta cognitive thinking）(3)。罗斯坦表示：“人们认为，虽然提问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也是非常复杂的、更高级的思考模式”。

每个人都可以提问。波莉·拉巴尔表示：“你不必非要站在权威的立场去问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权威部门的人想提问，反而会更困难也需要冒更大的风险。赫尔·葛瑞格森曾对那些偏爱提问的商业领袖进行过研究，他发现这些领袖非常“谦逊和自信”。他们谦逊地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同时还很自信地承认这一点。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有限并非微不足道，也并非轻而易举。正如英国创造力研究专家、作家肯·罗宾逊（Ken Robinson）(4)所言：“在社交文化中，坦承自己‘不知道’好像是种禁忌。”

愿意提问是一回事，但要想有效地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尤其是开放式问题，比如“为什么”“如果”“怎样”等类问题，就不能用三言两语简单回答。所以，尽管封闭式问题只能回答“是”或“不是”，也是有意义的，但开放式问题通常会比封闭式问题更能激发创造性思维。

当我们提问时，尤其要注意提问的语气。面对挑战或难题时，有人可能会用“天啊，我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来回应。而可能还有人会问：“对我们来说，如果这种改变预示着一种机遇呢？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一机遇？”

按照大卫·库珀里德（David Cooperrider）的话来说，由于第二种类型的问题是以更为积极的语气提出的，因此将会得到更好的答案。库珀里德是凯斯西储大学的教授，他开创了“欣赏式提问”（appreciative inquiry）理论，这一理论非常流行。(5)如果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提出了许多“为什么我们落后于竞争对手”以及“该责备谁”这类问题，那么该组织可能会由于它松散的管理和互相指责的文化而垮掉。库珀里德认为，企业应该了解这一点。而无论我们是在谈论国家、社区、家庭，还是个人，“我们都生活在由问题创建的世界里”。

连续专精，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时的适应

提问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当面临不确定的状况时，它能促使人们思考并采取行动。正如正确问题研究所的史蒂夫·卡特沃诺（Steve Quatrano）指出的，提问能帮助我们“围绕不了解的事情进行思考”。这或许就解释了在创新的环境中，提问如此重要的原因。比如，在硅谷，诸多公司不仅每天都必须面对“怎样创造新产品”“怎样从激烈的竞争中创造商业机会”等类的问题，还要思考怎样在不稳定的市场中维持发展。

塞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曾是谷歌X实验室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工程师，也是在线大学优达学城（Udacity）的创始人。他承认，技术变革和提问之间能够相互影响。提问可以为技术变革提供燃料，而技术变革反过来同样可以刺激人们提出更多的问题。特龙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必然会有人问：“如今我们已经了解了原来想要了解的事，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创新往往意味着发现继而提出新的问题，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问题的答案。而一旦明确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场新的冒险也就随之开启了。今天出现的大量高科技公司如Foursquare、爱彼迎和潘多拉网络电台（Pandora Internet Radio）等，都由于需要解决某个问题而成立，比如“为什么某人不……”“如果我们质疑会怎样”这类问题大多是由公司创始人基于个人经验提出的。

视频租赁服务公司奈飞的创始历程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商业故事。我们可能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而想要成立奈飞的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也是如此，不过他对其中一件事做出了回应。以前，哈斯廷斯经常从一个叫百视达（Blockbuster）的音像店租借电影碟，但总是不能按时归还，直到他想起要归还电影碟时，滞纳金已经非常高了。沮丧的哈斯廷斯心想：“为什么我必须支付滞纳金？”但他承认，当时自己的脑中浮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对妻子解释这笔支出？”

当然，其他人也有过被滞纳金搞坏情绪的类似经历。但是，只有哈斯廷斯决定摆脱滞纳金带给他的苦恼。随后，他心想：“如果像运营健身俱乐部一样来运营一家视频租赁公司，那会怎样？”接下来，他开始思考，怎样设计出一个视频租赁模式的问题，比如采用像健身俱乐部一样的月度会员制，而没有滞纳金。几年后，哈斯廷斯提出奈飞是否该拓展模式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只出租电影牒和节目碟？如果我们自己也制作电影和节目呢？”

宝丽来和皮克斯等许多公司的成立也都源于想要解决某个问题。比如，起初宝丽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照片不能即时成像”，而皮克斯在想“人们会喜爱动画吗”。然而，一旦进入提问的环节，这些公司就与人的普遍做法很类似了。它们可能曾经会经常提问，但之后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就很少提问了。公司的等级制度和章法被逐步建立起来，规则也已成形，这时员工还会去提问吗？

有时，商业领袖会发现，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时期或动荡时期，他们自己就会猛然转到“提问模式”上，因为他们曾依赖的解决问题的规则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不再适用了。今天，企业也面对类似的市场情况，由于市场对创新的需求不断提高，企业就需要具有越来越快的创新速度。以前，企业提出的问题可能集中在企业的身份、使命、消费群体以及核心竞争力上。但现在的形势迫使一些企业提出比以往涵盖范围更大也更根本的问题。它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世界在发生变化，人们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究竟能做什么生意呢？

面对形势的变化，企业被迫提出这样难解的问题。而企业员工或者自主创业的人，又或者正在努力找工作的人，也都会面临同样的境况。高速的技术进步使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也对人们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技能要求，这一切形成了一股搅动商业的力量。最近，《纽约时报》称这股力量引起了一场“完美风暴”，无论是蓝领、白领或专业人士，都要在这场风暴中坚持住。“对许多上班族来说，他们要不断适应千变万化的现实”，这就是文章《需要适应的年代》（The Age of Adaptation）的主题。目前，上班族需要具备什么技能？这篇文章对这一问题以一个术语来作答：连续专精（serial mastery）。

为了能跟上形势，今天的上班族必须持续不断地学习新技能，比如参加培训。但是，正如《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的那样，上班族“通常需要想清楚，究竟需要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使他们在企业中变得更有价值，跟上时代的脚步”。

类似这样的文章不计其数。全球经济的新形势无情地要求劳动者有更多的技能，更具创造力。《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撰写了大量文章对此进行探讨。如果浏览这些文章的在线评论，你就会发现，人们对这一切的感受——担忧和彷徨，但也有人感到愤怒和苦涩。比如，有人会想：我进入学校，最后获得了学位，毫不费力地掌握了一项技能，在专业相关领域我也获取了丰富的专业知识。通过多年的努力，我才完善了自己，那为什么还要重新开始呢？

不幸的是，这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无论你怎样调整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或者让它更合理，似乎都不能让这个问题发生变化。不管重新完善自己是否公平，也不管你是否赞同弗里德曼的说法，都无所谓了，因为他谈到的那种形势已经改变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弄清楚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些新形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创造了什么样的新机遇，而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机遇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提升自己的方案了，但不管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在这之前最关键的就是要进行基础性的提问。那么，你要怎样才能知道是否值得花时间再次提升自己？或者你不必把时间耗费在哪些技能的提升上？因此，你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　我所在的领域或行业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　什么样的趋势对我所在的领域造成的影响最大？未来几年，这种趋势将怎样发挥作用？

•　我掌握的哪种技能最有用并且能使我非常好地适应新环境？我需要学习什么新技能？

•　我应该掌握多种技能，还是应该只精通一种技能？

•　我应该更多地思考与找工作有关的问题吗？还是应该自主创业？

对个人而言，改变原有的职业规划就是某种形式的创新。而对企业来说，在追求新方向或新战略的过程中，也同样应该进行严谨的提问。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时的适应，而是娴熟地持续改变，不断去适应。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享有盛名，伊藤穰一则是该实验室的主管。对于我们终生都需要去适应的观点，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在人生的早期阶段，我们一直处于学习模式。那时，世界以缓慢的步调前进，事物还未变得那么复杂。然而，一旦成为成年人，“你就要思考自己的工作是什么，在接下来的人生里重复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伊藤穰一指出，如今世界瞬息万变，事物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成年人也就不应该再遵循以前那种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了。曾经，我们一下子就能了解许多事物，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就连学识高深的专家也必须变回一个对知识永不餍足的初学者。

学会提问比知道答案更重要

当专业知识逐渐过了“保质期”，它的一些自身价值也会随之丧失。如果将“问题”和“答案”看作市场上的股票，那么我们可能会说，在当前的形势下，“问题”正逐渐升值，而“答案”正在贬值（见图1-1）。哈佛大学教育专家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说：“现在，知识是一种商品。答案随处可见，也轻松易得。”而研究创新的教授保罗·博蒂诺（Paul Bottino）则认为，“明示信息的价值正在下降”，因为我们正被信息所淹没。博蒂诺是瓦格纳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他还认为，信息的真正价值，在于“在寻求问题的答案时，你能用信息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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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正在升值的“问题”



当然，知识过剩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效应，正如斯图亚特·法尔斯坦所说：“知识让我们更加无知。”换言之，尽管我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对世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了，但个人了解的知识总量仍然远远小于知识自身增加的数量。

法尔斯坦指出，有许多未知领域仍有待我们去探索，这是一个好消息。作为个体，我们可以了解更多“众所周知”的事物，也可以发现无数未知的事物。总之，在问题这个手电筒照亮的地方也有黑暗之处。

我们还能以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好消息，比如发现自己不断被新的、不熟悉的和未知的事物包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与童年时完全不一样。在人生的每个转弯处，我们都有一些事物需要弄清楚、问明白。伊藤穰一说，当前的现实情况要求我们成为终身学习者而非只是早期学习者，但要想成为终身学习者，我们就必须竭力保持好奇心或将它重新点燃。因为我们需要对某些事物感到惊奇，也需要有尝试新事物的欲望，还需要有小时候适应变化和吸收知识的能力。简而言之，我们必须“稚气未脱”。所谓“稚气未脱”以生物学术语来讲就是“幼态持续”（neoteny），该词主要用来描述成年人身上滞留着幼年时的特征。为了让自己“稚气未脱”，我们必须重新拾起孩子们运用熟练的工具——提问。伊藤穰一将此简要描述为：“除非去提问，否则你学不到任何东西。”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许多人曾一直强调：“问题的价值胜过答案。”约翰·希利·布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施乐公司的前首席科学家，曾担任著名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的负责人许多年。最近，作为创新智囊团德勤领先创新中心（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的联合创办人，布朗建议一些世界级的龙头企业要进行思考：怎样去适应现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他也基于自己提出的“指数级变化”（exponential change）的观点，撰写了很多有关反思教育方法的文章，而他认为“指数级变化”就在我们身边。

看到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布朗说：“我必须重新去想：要怎样利用现有的技术进行思考？由此，我提出了各种基础性的问题。当提出这些问题时，我才意识到，人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是错误的，我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思考框架。”

现在，难题出现了——这个世界不仅在快速变化，也充斥着大量信息，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不断向我们涌来。如果没有一个信息过滤设备，我们就无法将相关信息或可信的信息与不相关或不可信的信息区分开。布朗说，当我们被海量信息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信息的语境就变得十分重要。现在对我们来说最为关键的是，你要具备从众多信息中发现并拆解有用信息的能力，也要明确选择正确信息的标准”。布朗指出，如果想做到这一点，你就需要“问各种各样的外围问题”，比如，这条信息的议程是什么？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怎样将它与我找到的其他信息联系起来？

作家赛斯·高汀（Seth Godin）在写作时也曾受到类似想法的触动：“现在，我们新的公民身份，以及职业生活都与‘提问’有关。比如，我们要提问现状、市场，或政治诉求。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在提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按照巴德学院院长利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的话来说，要想在今天的信息沼泽中穿行，我们就必须具有“评估风险、鉴别谣言的能力，以及质疑他人的评论和自己的想法的能力”。我们越来越沉浸于各种信息、“事实”（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评论、诉求、提议和选择之中。因此，对我们来说，提出更严谨的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分类、破译，也才能充分利用这些信息。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如果我们能遮住自己打错的字，那会怎样？

20世纪50年代，电动打印机日益普及，但它的打印带却很难擦除打字时的错误。贝特·奈史密斯·格雷厄姆（Bette Nesmith Graham）发现了这个问题。格雷厄姆从事两份工作，白天她是银行秘书和任务繁重的打字员，晚上就变成了商业艺术家。一天晚上，当她进行艺术创作时，她想，如果我可以遮住打字错误，就像抹去我画错的地方一样，那将会怎样？于是，她把一个装满按一定比例混合颜料和水的混合液体的小瓶子带到办公室。而她的“神奇混合物”轻轻松松地就将打印错误盖住了。很快，格雷厄姆就给上百名秘书提供了她的修正液。1980年，格雷厄姆去世了。在这之前，她通过售卖修正液挣到了接近5 000万美元。她将一半的钱留给儿子迈克·奈史密斯（Mike Nesmith）——猴子乐队（The Monkees）前成员。而迈克最终将这笔钱投资到他的创新事业中——艺术公司Pacific Arts，这家公司则成了多媒体唱片公司的先驱。

技术能促使我们提出更好的问题吗？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更适合对问题做出回应，但不善于提出问题。50多年前，毕加索证实了这个事实。他评论道：“计算机没有什么用处，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你答案。”

尽管如此，技术仍能为我们提供惊人的、创新的和改变人生的答案。当然，你首先要知道怎样向它们提出问题。IBM的沃森系统向人们证明了，技术的潜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2011年，它在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上公开亮相后，就已证明了它比任何人都更会回答问题。现在，IBM不断给这个系统输送大量医疗信息，这样它几乎就能回答医生抛给它的任何问题了。比如，如果某位病人表现出A、B和C三种症状，那么这可能说明这位病人的哪个部位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医生必须先弄明白该问什么问题，然后才能质疑沃森系统给出的答案。比如，医生要判断沃森系统的答案是否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不符合常识。

在IBM的主要研究基地有一堆服务器，而沃森系统被单独放在地下室，它轻轻地“哼”着小调，等着解答各种问题。最近，当我去“拜访”沃森系统时，我问了问它的程序员，沃森系统是否能向我们提出尖锐复杂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沃森系统被设计出来的目的，但它的程序员给出的答案非常有趣且充满了希望：随着沃森系统越来越频繁地接触使用它的医生和医科学生，这台机器也将慢慢地训练他们提出更多、更好的问题。这样的话，这些医生和医科学生就能从沃森系统中提取他们所需的信息。当沃森系统把他们培训为更好的提问者时，也必定能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医生。

“为什么—如果—怎样”提问框架

今天，仅有少数医护人员使用沃森系统来为自己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最后，所有的医生（也包括我们）都将能利用基于云计算的某种超级搜索引擎，以一些我们尚未掌握的精准而专业的方式，来快速回答几乎所有事实性问题。如果这一切可以实现的话，那么“问题”的价值就会持续上升，而“答案”的价值则会不断下降。

很明显，技术会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也正因如此，我们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一头扎进答案里。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有关爱因斯坦的经典故事。曾经，有一位记者向爱因斯坦要电话号码，而爱因斯坦就顺手拿起旁边的电话本。当他在电话本上找自己的号码时，这位记者问：“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人却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爱因斯坦解释说：“我不想让一些很容易查到的信息填满自己的脑袋。”

在谷歌和沃森的时代，数据库做了许多让我们能“知道答案”的工作。今天，许多批评家都质疑教育体制的合理性，认为教育体制始终以教学生记住答案为中心。作家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一次TED大会上抛出了具有挑衅意味的问题——我们不再需要知道答案了吗？当然，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纯粹的事实性信息，从言语表达上看，TED大会的问题确实有些过于宽泛了。但是，如果我们聚焦于某个狭窄的知识领域（充满各种事实或答案），那么这种所谓的“知道答案”对人类来说并非是好事，让比人脑有更大内存的机器“知道答案”可能会更好。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什么我的糖果融化了？

我的爆米花会爆开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叫珀西·斯潘塞（Percy Spencer）。他在美国国防承包商雷声公司（Raytheon）负责功率管部门，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磁控管上。磁控管可以增强雷达的功用，从而使美国的轰炸机能识别出德国潜水艇上的潜望镜。有一天，站在磁控管旁的斯潘塞发现，他口袋里的一颗糖已经融化了。他想，无线电波产生的能量能用来做饭吗？于是，他将一些玉米粒放在磁控管附近，很快他就津津有味地嚼着世界上第一份微波爆米花了。1947年，雷声公司将第一台称为“雷达炉”（Radarange）的微波炉推向市场。但是，让这个大物件最终变成可放在厨房台面上的小型家用电器，雷声公司又花了20年的时间。

当技术开始被用于存储答案时，如果我们无法在这方面跟技术竞争，那么提问——这一人类独有的能力只能成为我们最后的撒手锏了。除非沃森系统具有与人一样的好奇心、创造力、发散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判断力等，否则它就不能提出原创的、反直觉的和出人意料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只有创新思想者才能想出来，甚至也只有你在4岁时才能想出来。

另外，我们还能通过有效的提问去全方位地探索、调查，进而弄明白凭借技术已经储备的答案可以做些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仅仅利用搜索引擎或数据库查询，是得不到答案的，尽管那些能接触到网络且能自如运用网络的人可以使用海量的资源。

伊藤穰一指出，通过社交网络、在线信息资源和数字社区，人们就可以应对一个大挑战或解决一个大问题，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线上发起一项活动。通过“从网上找到资源或答案、获得专家建议、找到合作伙伴、找到资金来源以及提升影响力等”，人们就能迅速地处理某个大问题或发起某项活动。但是，“你从网上找到各种支持的主要方式就是不断询问。而这就要求你必须懂得怎样构建问题，以便能得到美丽答案”。

按照这个说法，似乎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今这个时代拥有更佳的时机，来促使你成为一个提问者。因为现在你能从太多地方获取信息、帮助、想法和回馈，甚至发现对某个问题同样感兴趣的潜在合作者，所以你能轻易开启一段提问的旅程。

正如约翰·希利·布朗指出的，一个提问者能在“指数级变化”的时代得到更大发展。布朗说：“如果不去提问，你就会对改变充满恐惧。但如果你不会因提问、尝试和连接各种事物感到烦恼，那么改变就会使你更具有冒险精神。而如果能将改变看成是一种冒险，那么你就能开启一段提问的旅程了。”

该怎么问“为什么”

用布朗的话来说，菲利普斯“正在提问、尝试和连接各种事物”，所以他正在提问的旅程上持续前行。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最初提出的“为什么”问题进行了修正，那个问题变成了：“如果他们能让一个人登上月球，为什么我（而不是他们）不能制作一只体面的假肢？”此时，菲利普斯已经完全投入到肢体修复领域中了。

菲利普斯在这个领域学到的东西越多，他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多。其中有的关于制作假肢使用的材料，比如“已经有这么多更好的替代材料，为什么还要用木头”；有的问题是关于假肢的大小，比如“为什么一只假肢必须做成像人的肢体一样大？这样有意义吗”；还有的问题则是关于制作假肢的主要目的，比如“为什么假肢一定要跟人的肢体的样子保持一致，难道假肢的性能不是更重要吗”。

这些问题构成了菲利普斯第一阶段的创新性提问。在这个阶段，人们往往会首次碰到一些问题，搭建起最初的问题框架。另外，人们还要努力去理解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而这些问题则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人们面临的挑战。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阶段，尽管在这个阶段并不是每个问题都必须以“为什么”字样开头。人们在这个阶段也开始尝试提出以下问题：

•　为什么会存在特殊情况？

•　为什么它会反映出一个问题或创造出需求和机遇？这些需求和机遇又是哪类群体创造出来的？

•　为什么之前没有人满足这种需求或解答这个难题？

•　为什么你（你所在的公司或者组织）希望投入更多的时间围绕这个难题进行思考和确定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菲利普斯面对的情况不同寻常。他不必自己去寻找“为什么”类的问题，问题就来找他了。他不必疑惑这个问题会影响谁，也不用想这个问题是否值得他投入时间和精力。但当他被迫要面对这个难题时，他也并没有消极地去问：为什么会落到我的头上？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具前瞻性的“为什么”问题。然后，他便开始探索这个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涉及的范围有多大。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提出更多“为什么”类的问题。

当创新提问者面对的状况并不理想时，他们就会提出问题，并努力去想怎样使当前的状况理想化。这些问题通常都来自日常生活，比如里德·哈斯廷斯之所以创办奈飞就是因为遭遇了滞纳金的问题。潘多拉网络电台的创始人蒂姆·韦斯特格伦（Tim Westergren）曾经是一个乐队的成员。他发现，他认识的所有既颇具天赋又非常努力的音乐家都会因为这样一个问题而感到困惑不解：对他们来说，为什么与乐迷沟通如此困难？爱彼迎的两位创办人乔·格比亚（Joe Gebbia）和布赖恩·切斯基（Brian Chesky）都想知道：“在每年中的那个时间段，为什么来这座城市的人会很难找到酒店入住？”

《纽约时报》的科技记者大卫·波格（David Pogue）一直在撰写有关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是怎样以相同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文章，比如ATM机、计算机文档和洗发水瓶等。波格认为：“当一个人看到某些事物被以某种方式完成时，他就会问‘为什么’，这时他往往就能找到突破口了。”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商业创新和发明故事中，在任何情况下，问“为什么”都可能是引起改变的第一步。格雷琴·鲁宾（Gretchen Rubin）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为什么”问题是怎样对个人生活产生影响的，又是怎样引发巨大的变革的。在一个下雨天，鲁宾凝望着窗外的公交车，此时她陷入沉思：“为什么我现在感觉不到幸福呢？”这个问题促使她开始思考幸福的本质是什么。随后，鲁宾便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自己的生活。重要的是，她还向其他人传递这些知识，以便他人也能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于是，她相当成功的一部著作就诞生了——深受读者欢迎的《幸福计划》（The Happiness Project）。

我们能够也应该探讨有关事业、家庭关系、本地社区的话题，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我们就能迎来生活的改善。为什么我的事业不像期待的那样有所发展？如果我的事业正逐步发展，而我仍不幸福，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产品或服务不能与对它们感兴趣的目标顾客群建立良好的联系？为什么我与我的岳父这么难相处？

有时，提问者会寻找“为什么”类的问题——寻找一个他们能解决的问题。尽管主动去搜寻难题似乎很怪异，但“发现问题”（problem-finding）这个术语就是用来描述这种追求的。商业顾问米恩·巴萨德（Min Basadur）从事传授企业高管“发现问题”的技能的相关工作。他认为，对企业来说，“发现问题”是它们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如巴萨德指出的那样，如果能先于别人发现一个难题，你就能创造一家新企业、一项新事业甚至一个新行业。这个道理同样可以应用于生活之中，巴萨德对此已经有所证明。在生活中，如果你能发现别人还未意识到的问题，并且在别人遇到危机之前就找到这些问题，那么你就能尝试去解决问题。同时，这些问题也能为你提供良机，以便你能完善自我和提高再创造的能力。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什么运动员的小便不多？

许多公司甚至许多行业的兴起都能追溯到一个问题，但是那些问题都不像“为什么运动员的小便不多”这个问题如此古怪。196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足球教练德韦恩·道格拉斯（Dwayne Douglas）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小便量不多？这位教练之所以产生疑惑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队员们在场边喝了很多水，但他没有意识到队员们不停出汗会流失大量体液，而这些体液就需要水来补充。道格拉斯把他的疑问告诉学校的肾脏医学教授罗伯特·凯德（J. Robert Cade）。凯德马上开始调制一种新饮料，这款饮料可以补充通过汗液流失的电解质。凯德让新生足球队的队员饮用他调制的饮料来进行测试，这支足球队很快就在练习赛上将高年级学生击败。这款饮料就是逐渐被人们熟知的佳得乐——以该球队的吉祥物命名，而它也由此开创了运动饮料行业。

仅仅问“为什么”但不采取行动可能会促进人们思考，也可能会开启一场对话，然而却不能让事情产生变化。一个基本的方程式：Q（提问）+A（行动）=I（创新）。而另一方面，Q（提问）–A（行动）=P（哲学）。在观察许多提问者处理难题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普遍模式：

•　当遇到非理想状况时，人们往往会问“为什么”。

•　人们开始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通常以“如果”类的假设性问题的形式出现。

•　如果人们采取其中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并尝试将其落实，那么他通常需要思考“怎样”落实的相关问题（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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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解决问题的顺序



“为什么—如果—怎样”这个顺序代表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基本过程，而它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基于现有的几个模式提出来的，而现有的模式则会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分解。比如，当前的“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理论主张的步骤是：首先，你要提出一个问题，并且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知识，这与我提出的“为什么”阶段相类似；然后，你要产生解决问题的想法，这相当于我提出的“如果”阶段；最后，你要构建出这些想法的原型，这类似于我提出的“怎样”阶段。IDEO公司和许多知名设计师都使用这一理论来系统地解决问题。(6)

从理解一个问题到设想可能的解决方案，再到基于这些解决方案采取行动，这是符合逻辑顺序的。而在商业顾问米恩·巴萨德的创造性解决问题流程中也蕴含着类似的逻辑顺序。他的理论借鉴了早先由布法罗大学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研究所（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stitute）开发的流程，这家位于纽约的研究所虽然名气不大但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心理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就曾提出经典的创造性思维的四个阶段：准备期、酝酿期、豁朗期和验证期。而我们从中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的影子。

举这些例子都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本书阐释的提问三阶段为什么要遵循那样的逻辑顺序。提问三阶段符合我们已知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使我们了解到，当面对难题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以及怎样实施可能的解决方案。另外，提问三阶段的提出也是基于对书中提及的许多重要的提问者的观察，在想出创新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他们会不停地重复这个逻辑顺序。

从本质上讲，提问过程是无序的，也是不可预知的。而“为什么—如果—怎样”的逻辑顺序却不仅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进行提问的简化方式，也能试图让整个提问过程以类似于上述顺序进行。提问的旅程必然会带你进入无知之境，当然也应该是这样。但是，在提问的旅程中，如果你很容易就能在各阶段提出各种问题，那么至少说明你明白了一些指引你的路标的意义。的确，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它可能最终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答案或解决方案，但正如一位设计思维者所言，体验这个过程会帮助你不断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因此，他认为：“当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你仍然知道应该去做什么。”

用“如果”发现各种可能

在某一时刻，菲利普斯从“为什么”阶段进入“如果”阶段。到目前为止，菲利普斯一直在从事肢体修复行业的相关工作，不断进行“情景分析”（contextual inquiry）(7)，努力了解修复行业领域内的状况。因此，他能够聪明地提出疑问。

当菲利普斯开始获取更多有关肢体修复的专业知识时，他却坚持让自己以最初那种“门外汉”的视角来进行思考。而在菲利普斯努力实现计划的过程中，他的一位导师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去专利局看看现在有哪些假肢专利，借机研究已有的假肢产品。菲利普斯说：“我对此的回应是‘我不会让其他人的想法来干扰我的想法。我要沿着自己的路走，而不是别人的’。”

对于研究假肢这件事，菲利普斯并不着急，所以他没有从专家那里寻找快捷的途经。他说：“如果你给自己的想法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自己将会努力解决问题，并且通常会衍生出许多有趣的解决方案。”于是，渐渐地，这些解决方案开始在菲利普斯的脑海里浮现。不管我们是否能意识到想象力的存在，在“如果”阶段，想象力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长久以来，如果你都沉浸在一个想要解决的难题或问题中，那么你将会想出一系列可能的解决方案，而这些可能的解决方案最终会通向答案。但在这个阶段，你的想法仍然是推测性的，是未经证实的假设，也是早期的顿悟。顿悟通常有这样的特点——“啊哈！就是这样”，而这个特点表明，你的难题瞬间得到了解决。但更多的时候，在“如果”阶段，人们会具有格外敏锐的洞察力。而此时，那些看似非常有可能的解决方案都是未经证实的，也是会令人质疑的。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如果”阶段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十分开放的提问阶段，你可以在这个阶段探索到底有多少可能的解决方案，所以你不必急着进入下一个阶段。今天，对于快速查询得到答案以及快速获取服务，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对我们来说，“与问题为伴”可能显得有些奇怪。在《无知：它怎样驱动科学》这本书中，斯图亚特·法尔斯坦一直想弄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满意这种快速获取答案的现状。于是他提出，我们是否太过着迷于答案？我们害怕问题吗，尤其是那些需要反复思考很久的问题？

在你探索怎样解决一个难题时，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太快得到答案。而当你的脑海中冒出“如果”的可能性时，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对这些新鲜想法进行过滤，最终才能形成确定的想法。如果你能将现有的许多想法用不同寻常且有趣的方式连接起来，那么这些想法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想法。爱因斯坦就是这种“组合思维”（combinatorial thinking）的早期拥护者。今天，“组合思维”被人们普遍视为创造力的一种主要来源。因为这种思维类型由两部分组成：连接和问题。所以，我认为，从本质上讲，“组合思维”就是“连接性提问”（connective inquiry）。

“怎样”将想法带入现实

当菲利普斯沉浸于制作假肢的计划中时，他做了许多有趣的、标新立异的连接性提问。比如，他开始思考有关跳水板的弹力问题，并提出了“如果能通过某种方法将跳水板的弹力作用复制到假肢上，那会怎样”这一问题。在探究这一可能性的过程中，他了解了动物的腿部是怎样运动的。比如，当猎豹的腿弯曲并且其肌腱受到压力时，它的后肢肌腱的力量怎样产生惊人的推力。如果一个人的腿能像猎豹的腿一样，那会怎样？

菲利普斯将这一想法与自己的记忆进行了关联。小时候，他的父亲有一把古老的中国剑，剑是C形的。实际上，弯曲的刀片要比直的刀片更结实、更有韧性，所以菲利普斯一直对这把剑十分着迷。想到这件事，他的脑海里便产生了一个新方案：如果把传统的由小腿和脚组成的L形假肢变化一下，去掉脚后跟，制作一个从腿到脚尖都形成流畅的、连续曲线的下肢，那会怎样（见图1-3）？他利用这种设计和适当的材料，最终把猎豹的肌腱的灵活性与跳水板的弹力都融入新的假肢中。使用这样的假肢，截肢者不仅可以走路，还能跑和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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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菲利普斯设计的“猎豹”假肢模型草图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如果车子的挡风玻璃能来回摆动，那会怎样？

1902年，到亚拉巴马州旅行的玛丽·安德森（Mary Anderson）注意到纽约公共汽车的司机需要非常费力才能透过被雪遮住的挡风玻璃看清窗外的景物。于是，她想，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一个能清除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雪的设备？当然，后来玛丽发明了这样的设备，她设计出了第一个汽车雨刷。6年后，鲍勃·卡恩斯（Bob Kearns）针对汽车雨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将雨刷应用于现代汽车。无论是倾盆大雨还是毛毛雨，原来的雨刷都是用同一种速度运动，卡恩斯对此很不满意，于是他提出：“为什么雨刷不能像眼皮那样眨呀眨呢？”比如，会根据需要调节眨眼的次数。就这样，卡恩斯有了制作“间歇式雨刷”的想法，然后他开始在地下室思考怎样实现这个想法。最终，一个简单且造型美观的三组分电子传感和电子时序设备诞生了。2008年上映的电影《天才闪光》（Flash of Genius）讲述了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侵犯他的专利的故事。

“如果”类的问题拥有无穷的力量，它们是创新的种子。但是，即便在你努力寻求这类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获得了动力，也不可能将想法瞬间带入现实。辨别创新提问者的方法是，看他们是否能形成自己的想法，并具有让这些想法成真的能力，而长期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及经常果断行事就能造就这样的能力。最关键的是，当问完所有的“为什么”类的问题时，在接下来的提问阶段，你就该考虑“如果”类的问题，并且必须想：“我该怎样完成这件事？”思考怎样完成一件事就意味着进入行动阶段了，但该阶段仍需要靠问题来驱动，且多数问题都是要具有可行性的。

•　我该怎样决定哪个想法是自己要去努力实现的？

•　我该怎样检验那个想法，看看哪一部分行得通，哪一部分行不通？

•　当我发现自己的想法行不通时，我该怎样改变原有的想法呢？

相比以往，如今我们大多数人在构建自己的想法和问题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我们能用计算机速写程序，能制作自己拍摄的YouTube视频，能建立测试网站，能到社会化网络中寻求帮助，还能在众筹平台Kickstarter上发起一个众筹项目来获得资助，以便解决难题或创造新事物。

菲利普斯在致力于实践自己的假肢计划时，却没有如今这样的资源。他先是手工绘制草图，接着在地下实验室做出了假肢的黏土原型。然后，他艰难地走到厨房，把制作假肢的原料放进烤炉烘烤。他说：“烤炉电热板约有22.7千克重，我把各部分材料放在电热板之间，使得它们能融合成一个整体，为此我烫伤了很多次。”

菲利普斯制成的“飞毛腿”（Flex-Foot）原型有200～300个，“在第一次受到来自身体的压力时，许多‘飞毛腿’原型就坏掉了”。每当“飞毛腿”原型坏掉时，他都会提问，通过提问对失败进行全面剖析。菲利普斯提出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它会坏掉？”“如果我改变制作原型的混合材料，那会怎样？”“怎样抬起来这只新假肢？”菲利普斯每摔倒一次，他就向前又迈了一步，离突破也就更近一些。在整个提问的过程中，他在失败中不停地前进。

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利普斯将“飞毛腿”假肢引入市场，这一举动彻底改革了肢体修复行业。2000年，菲利普斯出售了他的公司和生产线。虽然“飞毛腿”产品线生产了适合各种用途的模型，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猎豹”，它融合了多方面的作用机制，比如跳水板、动物腿和弯曲的中国剑等。它的弯刀设计改变了假肢常规的样子，改变了截肢者使用它的方式，当然也改变了我们对修复学的看法。截肢者利用菲利普斯的发明甚至可以攀登珠穆朗玛峰。短跑运动员艾米·穆林斯（Aimee Mullins）使用了菲利普斯的产品，她成为第一个双腿截肢短跑选手，并代表美国乔治城大学参加了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举办的田径比赛。最著名的例子是，在2012年残奥会中，南非选手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套着两只“猎豹”假肢参加短跑比赛。至于菲利普斯十几年来一直探究的那个问题，他自己制做出的假肢产品就是最好的解答。假肢让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激情。他的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门多西诺县（Mendocino），现在他每天都在自己家附近的海滩上跑步。

当菲利普斯不去跑步时，他就会努力工作，试图制出更好的新假肢。事实上，在开发出“猎豹”后，他紧接着又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为什么它的成本这么高？”“如果对这一设计进行调整，比如通过使用新材料和不同的工序，让假肢被更多人接受，那会怎样？”“我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调整？”

通常，提问者与菲利普斯无异，他们获得的每个“答案”都会引发自己提出新一波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坚持不懈地提问就像呼吸一样，是很自然的。但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呢？

提问清单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1．提出一个问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2．我们正在忙什么，还有什么工作等着我们？

3．提出问题比给出答案更有价值吗？

4．我们不再需要知道答案了吗？

5．为什么一切都以“为什么”开始？

6．怎样将“提问”转化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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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孩子，别带着标签看事情

几年前，美国喜剧演员路易斯· C. K.为他的个人表演写过一个有关孩子和提问的剧本。剧本的开场描绘了这样的情景：在麦当劳，有一个孩子不停地向他的母亲提问。孩子问：“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但这位家长却打断孩子说：“闭嘴，吃你的炸薯条！”路易斯向观众解释说，这种话听起来似乎很刺耳，但事实是“你回答不了孩子们的问题，他们也不接受任何答案”。如果试图回答问题，你就只能被无尽循环的“为什么”牵绊住。随后，他通过叙述与自己的小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的对话从一个天真无邪的问题开始：“爸爸，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外面玩？”但最后，路易斯却要跟女儿解释：为什么正在下雨；为什么会形成白云；为什么他不知道白云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他在学校没有集中注意力听课；为什么他的父母不关心他的教育。路易斯不断地被追问，直到他努力地向女儿解释为什么我们孤独地生活在宇宙中，为什么没有人给出关于我们为何存在的答案。因此，到最后不可避免的是，他告诉孩子：“闭嘴，吃你的炸薯条！”

这件小事很好地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任何人身边有某个年龄段的孩子时，都要不断地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然而，有趣的是，这位喜剧演员用非常直白的方式描述了他在回答自己的孩子最后那个问题时的挫败感。在这样的情境中，成年人会变得恼火，变得心绪不宁，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还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为什么”这个词。路易斯清晰地表示：“我们可能口口声声说，钦佩孩子的好奇心，但在某些时刻我们就是不欢迎他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也可能仅仅被小孩子们提出的大量问题就搞得疲惫不堪。哈佛大学儿童心理学家保罗·哈里斯的研究表明，一个孩子在2～5岁会问出4万个问题。哈里斯说，3岁是一个过渡期，3岁的孩子提出的问题类型会发生转变。一开始，他们提出的问题会是简单的事实性问题，具有较强的客观色彩，到30个月时，孩子会第一次要求大人解释某个问题。4岁的孩子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则都是在寻求解释或原因，而不仅仅是获得事实。

当这种现象出现时，就说明孩子的大脑正在迅速发育。在华盛顿大学，先进的大脑扫描技术显示出，在孩子的大脑中神经元之间突触连接的形成过程。那么，华盛顿大学的实验室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呢？在蒂法尼·什莱恩（Tiffany Shlain）执导的电影《脑力：从神经元到网络》（Brain Power：From Neurons to Networks）中，对此就有非常详细的介绍。该实验室的扫描结果显示，孩子大脑中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数量会激增，总计有约上千万亿个突触连接，比一个成年人大脑中的突触连接还要多3倍以上。这说明，孩子的大脑在不停地进行连接刺激，或者持续进行思维活动。当他们正在进行这些脑力连接时，就会通过提问的方式来获取更多信息。

孩子提出一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里斯将此描述为“一系列复杂的脑力演习”，而这个过程从孩子认识到自己不知道某件事物开始。孩子提问也表明，他们了解到存在各种各样可能的答案。哈里斯在他的书《相信别人告诉你的事》（Trusting What You’re Told）中写道：“当他们问晚饭吃什么时，他们能够想象出晚饭可能是汤或者比萨。”哈里斯还写道：“如果你不相信事物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存在方式，那为什么还要提问？”另外，孩子提问也意味着，他们已经想出一种能弥补自己知识不足的有效方式，那就是询问可能知道答案的人。

当孩子开始探索这个世界时，伴随着他们不断遇到不能清晰分类或不能给出明确定义和解释的事物，神经键就逐渐在他们的脑中活跃起来。儿童神经学家斯图尔特·莫斯托夫斯基（Stewart Mostofsky）指出，儿童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心理模型”（mental models）尚未搭建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当他们提问时，就是在寻求成年人的帮助，请成年人帮自己解决大量分类问题。比如，对他们经历的事情进行分类、贴标签，并将事情恰当地存储在大脑中的某个区域。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这可能是每个孩子都会提出的一个经典问题。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那就说明你在犹豫不决。为edge.org网站撰写文章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科斯（Nicholas Christakis）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等伟大的人物都曾探索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克里斯塔科斯在文中称赞了牛顿，以及牛顿首次证明“白光可以被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的光折射实验。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折射了更多蓝色光到我们的眼睛里？科学家们最终了解到，入射光与气体分子在空气中相互作用的方式会使光谱中蓝色的光更加分散。同时，生物学家们则证实了另一个影响因素：我们的眼睛对蓝色更加敏感。正如克里斯塔科斯注意到的那样，科学世界的许多领域都会被包含于“孩子们提出的问题中”。

当创新者谈到有关保持初学者的心态的想法或者“幼态持续”（伊藤穰一很喜欢用这个术语）的优点时，他们都谈到有一件事情值得去做，那就是：你需要描述当时观察到的未被贴上标签或未被分类的事物。因为一旦事物被贴上标签，被标记存档，它们就变成人尽皆知的了，我们也就不会再去思考它们，甚至可能不会再注意到它们。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4～5岁是孩子提问的理想年龄段。在那个年龄段，他们已经掌握了提问的语言技巧，他们的大脑也依旧处于一种高度连接的模式，并且他们还能以不带标签和不含假设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我们可以说，孩子们是完美的探险家。当物理学家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谈到孩子时，他将他们比作科学家，因为孩子会反复思考有关岩石和饲料之类的事情。保罗·哈里斯指出，孩子与人类学家也很相似，他们不仅进行实验，还不断向周围的人提出许多问题。

人们通常会认为，孩子不太关心答案。路易斯提到孩子不断向大人抛出“为什么”这类问题就体现出，不管你回答什么，孩子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为什么。但实际上，他们似乎确实非常在意自己得到的答案。密歇根大学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学龄前儿童问为什么时，他们不仅在试图惹怒成年人或延长对话，同时“也在努力弄个水落石出”。在这项研究中，当小孩子获得真实的解释时，他们既会同意这个解释，也会对此感到满意，但也可能会问出后续的问题。然而，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们就可能会不满意自己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并且会重复提出这个问题。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提问专家赫尔·葛瑞格森说，如果仔细观察孩子问成年人问题的状况，你就会发现：“孩子反复问为什么的原因通常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他们的问题，或者我们根本没在听他们的问题。而通过重复性的提问，他们就能跟我们进行交谈。他们其实在想‘你没有听懂我说的话，你不理解我在问什么’。”

当孩子开始接受幼儿园教育时，在提问方面，他们就会发生一个神奇的改变。此时，学龄前儿童进入了一个充满刺激的环境，周围都是好问的孩子，而他们也都准备好向一个成年人提问，而这个人就是教师。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环境是孩子提问的理想环境。但是，按照保罗·哈里斯的说法，孩子在这个时候提出的问题却会突然减少。哈里斯引用世界各国许多类似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自己的这一说法。于是，他就此推理“自在”这一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孩子更愿意在家里与自己的父母分享他们的问题，因为那比在幼儿园向教师提问轻松多了。

即便如此，学龄前儿童提问的数量仍然远多于年长的学童提问的数量。大部分幼儿园的环境比较宽松，表现在允许更自由的玩耍和探索，而这一点可能是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坚持提问和学习的关键。

有趣的是，当幼儿园向正规学校的教育模式不断靠拢时，可能会让孩子不得不接受更多的信息，给他们灌输各种问题的答案，而这些问题却不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另外，这样的幼儿园也可能会制约孩子们天生的好奇心。儿童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8)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这种把幼儿园转变成学校的趋势并不理想。她说，这是由野心勃勃的父母（至少在美国是这样）驱使的，也是由美国政府要求幼儿园设置更为标准化的教学模式所造成的。

高普尼克表示，当我们过快地教给孩子太多知识时，就会不经意间切断他们提问的路径。而孩子原本可能会自己去寻求问题的答案。正如高普尼克提出的：“孩子是研究与开发人类物种的关键之一。”如果他们被允许独自去提问，比如通过各种形式的实验提出问题以及探索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而无须背负各种指令或说明信息，那么他们就会更具创造力，也会有更旺盛的好奇心。

高普尼克表示，年幼的孩子会以类似于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方式来学习，比如通过探索和实验。所以我们应该谨防幼儿教育向更加结构化和学术化的趋势发展。当学生开始接受小学教育时，严谨的教育便接踵而至，这也是孩子们的提问次数开始出现显著下滑的时期。

学习悬崖，什么让我们害怕发问

2010年，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的金弼焕教授（Kyung-Hee Kim）发现，美国学校采用著名的托伦斯系统（Torrance System）对学生进行创造力测试的测试分数从1990年开始降低，自此之后一路下跌。金弼焕教授的发现一时激起美国媒体的热议，其中包括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篇封面报道《创造力危机》（The Creativity Crisis）。这篇文章讨论了怎样教学生提高创造力，以使他们摆脱创造力危机。它深入探讨了创造力和神经系统科学的相关内容，涵盖神经网络、右脑和左脑的功能差异、发散性思维和聚敛性思维的关系等。然而，“学龄前儿童每天平均问他们的父母大约100个问题，但等到他们上了中学，却几乎完全停止发问”这个核心问题只被作者轻描淡写地几笔带过，且淹没在文章零碎的内容中。

如果绘制一张图表来记录孩子们的提问变化情况，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提问的次数急剧减少（见图2-1）。正确问题研究所已经用2009年“美国国家教育报告卡”（Nation’s Report Card）制作了这样一张图。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学校期间，孩子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却有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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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孩子们使用各种技能的百分比



孩子们提问次数的急剧下降可能并不会令人警醒。有人可能会认为，一旦开始阅读和写作（包括发短信和网上搜索）后，孩子们就不需要提出更多问题了。但关键在于，当孩子不再提问时，他们投入到学校的课程学习的程度也会相应下降。盖洛普最新的一项研究测量了学生投入学校学习的程度的状况，结果发现，学生从小学升入中学时也会出现同样的学习投入度骤然下降的现象（见图2-2）。当盖洛普在2013年初发布这项研究结果时，美国财政也正在经历突发的危机。于是，作家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9)在他的博客中问道：“‘学习悬崖’（school cliff）比‘财政悬崖’（fisc cliff）更值得我们关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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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学生对学习的投入程度不断下降



图2-2表明，学生提问与他们对学习的投入程度和学习兴趣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许多教师不需要做什么正式研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孩子们不再提问是因为在学校里失去了学习兴趣，还是因为天生的好奇心（偏爱质疑）不再强烈而导致他们在学校里失去了学习兴趣？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问过许多儿童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也问过不计其数的教师和教育专家。很明显，随着孩子的成长，各种因素都能影响孩子提问的次数和他们的好奇程度。比如，在5岁左右，大脑开始削减一些神经连接，而这些连接在5岁之前的那几年则会在孩子的脑中飞速扩展。这就是“突触修剪”（synaptic pruning），它意味着孩子的提问次数会减少，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疑惑也会越来越少，同时也意味着当我们面对充满分类和标签的世界逐渐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时，我们询问“这是什么”的情况同样会变得更少。

许多教育家和学习专家主张，美国目前的教育系统并不鼓励教学生提问，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却又默许学生提问。哈佛大学教育专家托尼·瓦格纳教授说：“当你在学校因为比其他同学知道更多的‘正确答案’而受到鼓励时，我们自然就给学校教育的目标下了定义，让那些持错误答案的人处于不利地的地位。的确，在如今高度重视应试的世界里，我们没有给那些与考试无关的问题留出时间。”

瓦格纳告诉我，他经常坐在教室里观察学生们的提问情况。他说：“在一堂七年级的科学课上，有一个孩子提问各种各样关于宇宙和星星的问题，而教师只是说，‘看，这就是行星，现在记住它’，这对我的触动很大。课堂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没有时间问问题，因为那会花掉本应该记住许多答案的时间’。”

公平地讲，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许多教师都会感到无能为力。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高中教师伤感地说：“有如此多的国家标准，我必须按照标准来让学生了解这些概念，这就使我不得不抽掉做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事的时间，而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就是让学生对这个世界进行提问。”多明尼克·伦道夫（Dominic Randolph）是纽约市河谷学校（Riverdale Country）的校长，他用企业术语“产品导向”（product-driven）来形容今天的许多学校。在提高测试分数的压力之下，这些学校试图将类似于经济效率的思想逐渐灌输到教学过程中——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传授学生更多信息，而给学生留出的提问时间却非常少，甚至没有。

当教师受到遵循强制性的指导方针的压力时，他们就会不善于接受学生的想法或回答学生的询问。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有位研究者证明了这一点。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的苏珊·恩格尔（Susan Engel）对两组教师进行了一个实验，他没有给其中一组教师提供有关科学课的教学指导，却巧妙地鼓励另一组教师遵守工作表的安排。在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时，第一组教师倾向于用令学生感兴趣和鼓励学生的方式进行回应。而第二组教师则会说：“等一下，这不属于教学指导的范畴”之类的话。由此，恩格尔得出结论：“教师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影响，而他们对教学目标的理解直接影响到他们回应孩子们自发探讨问题的方式。”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什么我们想让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课堂上？

与普通的12岁孩子一样，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附近海洋小学（Marine Elementary School）的六年级学生在课堂上有扭动身体、随便乱踢和烦躁等迹象。这是由于他们的精力太过充沛而难以全神贯注于课业上。如果想控制这种情况，教师们就需要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安静地坐着。他们的教师阿比·布朗（Abby Brown）想知道：“如果学生们不必安静地坐在课堂上，那会怎样？”美国梅奥诊所（Mayo Clinic）最新研究的“活动许可教育”（activity-permissive education）模式主张让孩子边学习边扭动，布朗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随后，他设计了一种新的课桌，课桌上面有一个凸起的座位，不仅可以让使用者保持坐姿，还允许其更自由地扭动。有了这些新课桌，学生的注意力马上就提高了，而布朗的创新课桌也被其他教师采用。

近年来，一些涉及超负荷课程以及“为了考试而教课”的问题似乎在不断恶化。其中很多问题在学校里普遍存在，比如学校鼓励学生记住答案，而不鼓励他们提出创新性问题，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有人指出，学校是基于教育系统设立的，而这个系统又是在工业时代创建的，因此学校和如今的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不同。

正如许多教育批判家指出的那样，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产生创新思想家或提问者而设计出来的，它们的根本目的是“生产”工人。作家赛斯·高汀写道：“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建立学校是为了训练人们花费一生的时间去生产劳动，使其成为工业化经济的一部分，而这确实奏效了。”

为了创造出好的工人，教育系统会奖励那些顺从和死记硬背基本知识的学生。在一个产业工人身上，这些特点的确是优良品质。或者如《辛普森一家》的创作者，漫画家马特·格罗宁（Matt Groening）指出的：“传统学校主要是教你怎样在座位上安静地坐着，这是一种完美的培训，让人们更熟练地应对无聊的办公室或工厂中的工作，但对教育却未必有好处。”

这种教学目标也不利于学生提问：当学校如同工厂一样时，提问“事物存在方式”的学生就被视为不听话或不顺从。因此，我想要提出一个看似极端的问题：如果学校不是在工厂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它们是为消除问题而设立的吗？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从逻辑上讲，当我们从工业社会迈入一个遍布企业的社会时，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希望学校教育的工厂模式或顺从模式发生转变，变成一种鼓励学生提出更多问题的教育模式。但是，遗憾的是，随着世界的变迁以及工作场所的改变，旧的教育模式却没有进化太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模式仍然无法满足现代经济对更具创造力、独立思考型“工作者”的大量需求。

高汀和其他人认为，在尝试推动旧的教育模式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些关于学校教学目的的基本问题。高汀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作为出发点：“学校是为了什么而建立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换成：“学生家长当初为什么把孩子送进学校？”

当前，有很多围绕教育改革的争论，其中包括学校间相互矛盾的教学模式；互相抵触的教育哲学；在怎样测试学生的学习能力、怎样设计课程和怎样评估教师上存在不同的意见等。虽然“为什么”一类的问题有助于形成更广泛的讨论，但不知什么原因，人们却没有提出太多这类问题。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高汀的问题吧，我认为，其答案可部分总结为：“让学生准备好成为有能力的21世纪公民。”我相信，即便高汀的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至少有很多人会同意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引发我们提出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的工作场所和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做什么样的准备？也就是说，人们要想富有成效地做事且稳步成长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知识和能力？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简单。托尼·瓦格纳和约翰·希利·布朗研究了正在进化的工作场所需要人们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他们一致认为，新的世界要求人们能自学、富有创造力、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能调整自身去不断适应变化。另外，他们还将提问放在新的工作场所需要的关键生存技能列表的首位。

在新的形势下，难道人们就不需要记忆并复述事实的能力吗？新技术让我们通过指尖就能查看到很多事实性信息，它消除了我们对记忆的需求。但实际上，这又引出高汀提出的另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应该抛弃那些失败的教育模式吗？

如果我们只是关注一个有关学校教育基本目的的“为什么”问题，并且认同学校教育的最初目的是让21世纪的公民成为终身学习者，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现代世界不断发生的变化。同时，如果我们也承认，提问能力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技能，那么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以下问题：

•　如果我们的学校能让学生成为更好的提问者，从而培养他们成为更好的终身学习者和适应变化的人，那会怎样？

•　我们怎样才能创建出这样一所学校？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或者说为了尝试去设想一所以提问为教学核心的学校，我们需要回头看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市哈莱姆区的情况。在哈莱姆区，由代课教师晋升校长的德博拉·梅耶尔为学校创建了一个有些激进的模型，该模型就是为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而设计的。

强行灌输知识，不如培养提问习惯

如今80多岁的德博拉·梅耶尔是教育界的一个传奇人物。她就是几十年前“小型学校运动”的开拓者，也是第一个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Award）的教育家，该奖项表彰了她创办纽约中央公园东方学校的开创性工作。

梅耶尔在美国东北部成立了许多学校，如今依旧参与这些学校的大量相关工作。另外，她还一直撰写颇受欢迎的教育博客，在博客上不断提出一系列有趣的问题：

•　要培养善于创造和有活力的公民，最可能的途径是通过以考试为驱动力的教育模式吗？

•　如果我们想毫无顾忌地“犯错误”，那么什么样的课堂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

我特别欣赏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鼓励孩子具有提问精神，而不是扼杀这种精神，那么人类的潜能到底有多大？”

我问了梅耶尔上述第二个问题，她回答说，这个问题最初跳进她的脑海里时是在40年前。当时，哈莱姆区学校的一个三年级学生对她说：“这所学校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你对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感兴趣，而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梅耶尔被这样的评论深深吸引。她认为，这句评论比她的学校取得任何卓越的考试成绩都更有意义，由此她也更坚信自己当初开设中央公园东方学校是对的。

1974年，梅耶尔开设了她的第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在美国东哈莱姆区的一个荒废和破旧校舍的基础上建立的。按照该地区以前的一位学校官员西摩·弗利格（Seymour Fliegel）的话来说，这片地方曾经是“坍塌的纽约教育系统的缩影”。梅耶尔接受的是贵族化的纽约私立学校的教育。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在芝加哥的一所公立学校教书。由于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感到非常沮丧，她开始试验一些新的教育方法，也因此被纽约的一所学校主管注意到。当时，这名主管在哈莱姆区的处境非常不好，于是他给梅耶尔一次实践想法的机会。

梅耶尔觉得，学校不应该只是把信息灌输给孩子，而需要教孩子搞明白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意思，这样孩子们就知道该怎样理解这些信息，也知道该用它们来做些什么。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关心的是，学生怎样才能成为批判性思想者和问题解决者，这两类人正是一个文明社会所需要的。”

梅耶尔设立的学校的教学核心是五大学习技能或“思维习惯”，而其中每个技能都与一个问题相对应：

•　证据：我们怎样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　视角：如果我们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那会怎样呢？或者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那又会怎样？

•　联系：是否存在一种模式？我们以前看到过类似的模式吗？

•　猜想：如果它与众不同，那会怎样？

•　相关：它为什么重要？

梅耶尔提出的核心问题来自她自己的连接性提问。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西奥多·赛泽（Theodore Sizer）等诸多教育创新者那里，她获取了很多理念。而上述核心问题就是她将获取到的理念与自己早期在文化伦理学校接受的思想教育糅合在一起而提出的。

在梅耶尔与我谈论五种思维习惯之前，她强调了两种独特的思考方式：怀疑论和共情。“我认为，你必须包容自己可能犯下的错误，或者包容任何可能错误的事。”她说，“我一直非常关心民主。如果你不能想象自己可能会做错事，那么到底什么是民主呢？另外，如果你不能想象其他人怎样与众不同地进行思考，或者为什么他们可以与众不同地思考，那么你怎么能忍受民主的存在呢？”

梅耶尔建立起的学校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而学校中的各个班级也都不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了，学生因此在班里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弗利格采用了梅耶尔提出的“令人惊奇且丰富的教育规划”，其中包括“大量的绘图法；对17世纪哈莱姆区印第安人林地文化进行研究；学习埃及和罗马的历史；了解荷兰殖民时期的纽约；了解印刷技术和报纸的发展；研究新兴城市（包括对学校周边区域的小型研究），以及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等等”。

一年级的学生想出“要搭建一座神秘城市的点子”，而研究中世纪社会的三年级学生“不仅需要阅读许多书，还要搭建城堡，制作盔甲”。教师则需要带领学生走进当地的博物馆，在中央公园研究自然现象。对此，梅耶尔认为：“在课堂之外，学生能更敏锐地观察事物，从而提出更多问题。”

梅耶尔还试着将幼儿园的教学经验延伸至学校的教学上。“教幼儿园的小孩子是一种有趣的智力体验，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这样教下去？”她对我说，在幼儿园，“我们能忍受小孩子提出各种与教学主题无关的问题吗？”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在梅耶尔学习怎样仔细倾听学生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她发现学生通常具有非常深刻的见解。而这一发现促使她重新思考自己的设想以及课程的设置。“教师说：‘美国就在这幅世界地图的中间，能记住吗？’但其中一个学生看着地图却说：‘东印度群岛为什么会在地图的西侧？’他的这个问题让我开始想，如果你把某个事物放在中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思考逐渐变成了我们学校的课程的一部分，它对我们怎样看待自己有许多启示。”

毋庸置疑，学生慢慢喜欢上了梅耶尔的教学方法，但学生家长却没有。一些家长不知道非传统的课程应该由什么组成，也不知道孩子在哪些方面应该具有自主权，他们认为，梅耶尔创造的这种环境是鼓励孩子们不遵守纪律和规范。然而，正如梅耶尔十几年后指出的那样，当你给孩子更多自由去追求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时，他们通常会变得更易于被控制。但这种想法却违反了许多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直觉。事实上，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迫使孩子安静地坐上5个小时，集中注意力听一些他们根本不关心的信息。

家长的这些抱怨导致弗利格被学校监管人员送去接受调查。几年后，弗利格把这段经历记录了下来。他离开时候的画面让人难以忘却，他建议学校董事会支持梅耶尔以及其所做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许多所中央公园东方学校都取得了卓越成绩，而这些成绩便成了梅耶尔倡导的教学方法取得成功的有力证据。在接下来的10年里，梅耶尔的学校只有1%的学生没有完成中学教育，但整个纽约市的中学辍学率却在40%～60%。

梅耶尔不再管理中央公园东方学校后，她创办的学校仍然在继续努力实践她的理念，但效仿者很少。今天，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拥护梅耶尔主张的教学原则：学生必须培养学习和提问的“习惯”，教师不能强行灌输知识给他们。但这些学校“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仍只是沧海一粟”，作家尼克希尔·戈亚尔（Nikhil Goyal）如此说道，他曾写过一本有关教育现代化的书。

戈亚尔在一所高中读书，却逐渐开始研究多所高中。几年前，戈亚尔只有16岁，还是美国长岛高中低年级的学生，不愉快的校园学习经历令他感到挫败，由于想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校园学习经历，他开始考察美国的其他学校。戈亚尔17岁时，我遇到了他，当时他的研究已经进行到了中期。自从他发现了“好问题”（Beautiful Question）这个网站后，便爱上了提问，还成为该网站的一名提问研究者。戈亚尔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尤其是他向我介绍了许多以提问为教学基础的学校的现状。

戈亚尔研究的学校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五金高中（Brightworks High School）和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 School），也包括其他州的一些学校。这些学校有些是公立的，有些是私立的。他对芬兰一些教学效果卓著的学校的教学方法非常了解，还知道新加坡的学校也在进行改革。

戈亚尔在仔细研究这些学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令他激动的事情。比如，有些学校没有年级之分，没有考试，也不需要去死记硬背一些知识。然而，这一切在他的学校却是家常便饭。在这些学校，学生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戈亚尔说，在五金高中，“全部课程都围绕一些问题而展开”。这些以学生的兴趣或以提问为基础的学校最令人称赞的一点便是让学生提出自我反省类问题，比如：我到底对什么感兴趣？“而在这之前，没有人问过学生们这样的问题。”戈亚尔说。

许多学校都践行以提问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但这些学校都是新建立的，因此，我们还不能判断出它们是否会成功，或者是否会培养出做事富有成效的学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它们实行的一些核心原则在蒙台梭利学校（Montessori Schools）也能找到迹象，比如重视让学生探索；让学生自主学习；允许学生从事感兴趣的项目来代替考试等。长久以来，蒙台梭利学校一直在记录毕业生的成功故事。(10)

那么，蒙台梭利学校记录的究竟是什么？蒙台梭利学校只招收八年级学生，今天，从这所私立学校走出来的许多学生都创办了大型科技公司，而这些毕业生被人们称为“蒙台梭利黑手党”（Montessori Mafia），其中包括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

谷歌前主管、现为雅虎首席执行官的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说过，在蒙台梭利学校的教育经历对布林和佩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按照梅耶尔的话说：“除非你了解他们都曾就读于蒙台梭利学校，否则你就难以理解谷歌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他们经常会问，为什么谷歌应该是那样的？他们早就形成这样的思维习惯了。”

蒙台梭利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昂贵，但教学方法别具特色。其他一些以提问为教学基础的学校也与蒙台梭利学校的模式差不多，但一些公立的学校却很少如此。“我们能谈论的事情不足整个学校的1%。”戈亚尔如是说。

在绝大部分学校，有些教师希望能激励学生独自探寻更多的知识，学生们也必定会因此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反抗行为。比如，他们可能会在课堂上脱离讲稿进行演讲，有时还要对标准化的课本和教学材料进行矫正。作为纽约的一位高中数学教师，丹·梅耶尔（Dan Meyer）在一次成功的TEDx活动中谈到，他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问题，并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同时他也鼓励学生明确地表达自己面临的问题。

梅耶尔指出：“在一堂课上，我们提出：‘装满一个水箱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从这种典型的课堂设计中，学生们就可以发现有关提问的很多秘诀，也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了解到许多信息。梅耶尔决定：“不指导孩子们具体怎样去做，这样他们就必须自己去解决问题。我们无须告诉他们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他们需要自己决定什么是重要的。”

起初，梅耶尔把教学材料中的很多内容都删掉了，只呈现给学生们非常少的材料，这样学生们就不得不提出更多问题，并围绕其进行思考。随后，梅耶尔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他向学生们展示往水箱里注水的视频，但是注水的速度却出奇的慢，让人非常着急。于是，学生们开始“看手表或开始四处乱看。他们当时都在想‘老兄，水箱到底多久才会被装满啊’，这时你就知道‘鱼’已经上钩了”。梅耶尔说。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什么无论什么电影，票价都一样？

康奈尔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弗兰克教授（Robert H. Frank）表示，通过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具有挑战精神的学生就可以掌握抽象概念。因此，弗兰克让他的学生“基于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然后使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去解答这个问题”。(11)弗兰克的学生彼得·赫拉维奇卡（Peter Hlawitschka）对一个问题很好奇：“为什么受欢迎的百老汇歌舞剧的票价比不受欢迎的歌舞剧的票价更高，而电影院里无论什么电影，票价都一样？”最终，赫拉维奇卡找到了该问题的答案：流行电影与百老汇不同，电影复制版的制作成本很低，并且一天可以在多个电影屏幕上播放很多次。如果电影票价低，电影院经营者就可以安排更多的席位，获得更多的收益。在有限的设备条件下，如果他们设定更高的电影票价，那么获得的效益就要低于电影票价低时的收益。

争夺提问主导权

在播放视频的过程中，丹·梅耶尔让它播放得非常慢，并且还时不时地回播视频中的部分内容，他这样做其实是在等学生在自己的脑中形成问题。他不提出问题，而是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他想提出的问题可能就变成了学生们自己想提的问题了。

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很重要。丹·梅耶尔知道，如果学生自己考虑一个问题，这可能要比其他人向他提出问题更加有趣。另外，“谁可以在课堂上提问”这个话题涉及提问的目的、权利、控制权甚至是种族和社会等级等。

丹尼·帕尔默·沃尔夫（Dennie Palmer Wolf）是美国布朗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在撰写学术论文《发问的艺术》（The Art of Questioning）的过程中，她考察了提问在学校里扮演的角色。她发现，教师倾向于在课堂上“垄断提问的权利”。而学生就只能在教师的这种“特权”下分享问题。沃尔夫通过其研究结果证明，提问是“少数人的私人禁地”，其中“少数人”包括聪明的人、男性和说英语的人等。另外，沃尔夫还发现，教师通常会以各种问题来评估学生的情况，而不是用这些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因此，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会让学生感觉自己“暴露出了弱点”而非“受到启发”。

约翰·希利·布朗指出，某些教师很容易会将学生的提问视作威胁。“如果你认为教师拥有权威，那么他们就可以打断学生的提问，因为有些问题可能会暴露出他们的无知。”

德博拉·梅耶尔认为，想控制学生和维持秩序的欲望也不一定只有教师才有。在与梅耶尔的一次交谈中，我提到了今天的商业文化，提到了商业文化中提倡“打破常规”和进行“另类思考”的信息，这样的文化似乎信奉“独立思考”理念，看起来与十几年前梅耶尔在哈莱姆区的中小学中试图贯彻的理念是一样的。我向梅耶尔表示，目前商业社会中形成的理念已经与她的思想相当吻合了。比如，我们渴求创新，所以如今更愿意容忍质疑，甚至可能教人们怎样提问，但她却仍对我说的话持怀疑态度。

梅耶尔认为，以前人们都希望某些人能对他们提出问题，而如今人们仍然如此希望。她说：“是的，我们需要一个硅谷，但我们真的只需要3亿个独立思考的人吗？”

当梅耶尔开始在城区的学校教书时，她发现，那些家庭收入较低的孩子“被家长再三告诫，不要在学校提问”。梅耶尔对此感到很不理解，并且她认为这种情况很难转变。在大多数情况下，家长可能并非故意不让孩子提问。同时，梅耶尔还发现，处于教学压力之下的教师讲课时需要运用大量教学材料，尤其在那些资金不足且学生拥挤的城区学校任职的教师更是如此。因为要想管理好学生较多的大课堂就必然会面临艰巨的挑战——他们不仅要维持课堂秩序，还要按要求“完成讲课任务”，所以他们就不允许学生提问。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火焰是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你知道答案吗？当演员艾伦·艾尔达（Alan Alda）还只是个孩子时，他就一直沉迷于这个问题。大约70年后，艾尔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开办了艾伦·艾尔达科学交流中心（Alan Alda Center for Communicating Science）。该中心最开始以组织竞赛的方式来发现谁能回答清楚“火焰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这些竞赛中，9～12岁的孩子将充当裁判。800多位科学家或科学迷接受了这项挑战。最终，竞赛的获胜者是物理学家本杰明·埃姆斯（Benjamin Ames），他只做了一个7分钟的动画音乐视频来解释氧原子、碳原子、氢原子、炽热和氧化作用（用乐高玩具来代表原子）。你可能会说，对于“怎样让孩子对科学感兴趣”这个好问题，艾尔达和埃姆斯给出了答案。而艾尔达接下来将挑战的问题是：何谓时间？

除此之外，另一种微妙的力量可能也会在暗中阻挠学生们提问。比如，鉴于文化压力，学生们可能会自我审查他们提出的问题。纽约大学的乔舒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一直在研究少数家庭收入较低的学生所面临的困难，比如，暂停招收非裔美国男孩而造成学校学生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而阿伦森也在研究十分有趣的“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该研究主要针对刻板的心理状态，尤其关注“当人们面对外界对他们的种族有消极刻板的印象，或对其性别有这种刻板印象时，他们是怎样回应的”。阿伦森对黑皮肤、拉美裔的女大学生进行了标准化的测试，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人察觉到自己成为所谓“刻板印象”（比如，不擅长数学的女孩子）的目标时，这种心理意识就会对她／他在学校的表现产生不利影响。

那些不愿意接受刻板印象的学生不想在课堂上提问，而这会让其他学生认为“他们对某些事物一无所知”吗？“绝对会，”阿伦森说，“恐惧是好奇心的敌人。不幸的是，如果你正满怀恐惧，那么你可能会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而感到压力。”这种压力会导致学生们假装对某些事物已经了解了或者假装不在乎。阿伦森说，“你总是倾向于保护自己”，而不想冒被人误解的风险。

孩子在学校是否会提问，父母无疑对此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最近，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家杰茜卡·麦克罗里·卡拉尔科（Jessica McCrory Calarco）针对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被父母鼓励在学校提问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家庭收入一般的孩子却被父母要求应更顺从权威，他们的父母还鼓励他们要自己想事情，而非寻求帮助。卡拉尔科的报告称：“有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较为腼腆的孩子已经学会了以提问来接近教师，他们不会因此感到不自在，并且也能意识到这样做的好处。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则会担心自己在错误的时间或以错误的方式向教师寻求帮助，由此惹他们生气。”卡拉尔科发现，这些差异直接源于“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东西”。

德博拉·梅耶尔对这些研究结果非常恼怒。“这项研究的结果让人感觉这些家庭收入较低的孩子的父母是错误的，但他们并没有错。”梅耶尔说，“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如果在学校提问，可能就会因此陷入麻烦，所以他们告诫孩子在学校要小心一些。”梅耶尔指出，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的处境却截然不同，“他们上学时感到很安全”。而也正因为他们感到安全，所以他们不认为举手提问是有风险的。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安全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受到父母的鼓励而在学校提问，他们可能也会发现，典型的课堂氛围不会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也不会鼓励提问。我采访过一位“善于提问的人”，他是一个15岁的高中生，名叫杰克·安德拉卡（Jack Andraka）。通过不断探究，他发明了一种“测癌试纸”，这种试纸简单有效，成本低廉。（我会在第4章详细讲述安德拉卡利用提问来解决难题的故事。）我很好奇，像安德拉卡这样偏爱提问的人在学校是不是也会问很多问题？

安德拉卡说，父母会教他怎样提问。他告诉我：“我的父母会问我很多问题，还会引导我向他们提问。但在我提出问题后，他们却从不回答，反而会让我通过实验或个人经验去探索问题，并做出一种假设。”

安德拉卡的学校位于美国马里兰州，他认为，自己的学校是一所“普通的公立高中”。他说：“学校并没有让学生问很多问题，也没有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去探索问题的答案。教师会告诉你做什么，然后你就去做，你真的会由于详细的指导而受到限制。在我看来，这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我问安德拉卡，他的同学是否会提出很多问题。他答道：“在我的高中，要想让别人认为你很‘酷’，你不仅要非常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还要在与朋友交谈的过程中不时地偷笑。对我来说，这样做非常无聊。而我要么极其安静地想其他事情，比如努力寻找一种测试胰腺癌的新方式，要么就会回答每一个问题。但我从来不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会自己来做所有事情，我做的一切探索都是在学校外面。因为学校不允许学生独自探索知识，学校在这一点上真的做得很糟糕。”

如果像安德拉卡这样的天生提问者都不在学校提问，那就反映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正确问题研究所的丹·罗斯坦和鲁兹·桑塔纳表示，现在教育所面临的这些状况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即便在最顶尖的学校，教师仍旧掌握提问的主导权。罗斯坦说：“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会用到很多问题，但大多时候他们只以一种方式来运用这些问题——鼓励学生使用他们已经规定好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往往并不是由学生提出的。”罗斯坦表示，通过这种方法，教师“在不经意间就充当了提问主宰者的角色，因为比学生懂得更多，所以他们理所应当认为自己是有资格提问的人”。

经过20年有关于提问的研究和教学经验的积累，罗斯坦和桑塔纳希望，他们开办了3年的正确问题研究所能够通过让孩子掌管提问主导权而将课堂上的权利变得均衡。

不懂正确发问，必遭到忽略

当波士顿一所高中的教师林-西·皮特（Ling-Se Peet）在她的人文课堂上第一次使用正确问题研究所的“问题形成技巧”（Question Formulation Technique）时，她给25名学生提出了一个具有挑衅意味的假设：酷刑可能是合乎情理的。

用罗斯坦和桑塔纳的话来说，这种开放性的陈述被称为“Q焦点”（Q-focus），因为它旨在通过提供一个焦点来激发学生提出问题。皮特的班级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的首要任务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想出与这种假设有关的问题。

每个小组要写下想出的每个问题，既不要围绕问题进行讨论，也不要试图回答问题，只需要认真想出更多问题即可。浏览完规则后，每组学生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假设。“你怎样定义酷刑？”“什么时候使用酷刑？”还有的问题虽然有些奇怪但仍能激发兴趣，比如“酷刑能让你感到快乐吗”。其他问题则扩大了讨论的范围，比如“酷刑与司法有关系吗”“谁最有可能遭受酷刑”。

学生们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类型的提问练习，但按照皮特的话来说，在预先设定了一些规则后，每个小组内的学生就开始不停地提出问题。之后，学生们进入练习的第二个阶段，在教师的指引下，将开放式问题变成了封闭式问题，然后再反过来。比如“为什么酷刑是有效的？”这种开放式问题可能会转换成这样的封闭式问题：“酷刑有效吗？”按照罗斯坦的说法，这一阶段练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一个问题既可以变窄，也可以扩展成其他问题。皮特说，当学生这样做时，他们就会逐渐发现“不同的提问方式不仅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还能将你引向不同的方向”。

接下来，学生们要将自己提出的问题按优先次序排好，确定出3个能推动讨论继续下去的好问题。罗斯坦和桑塔纳都强调，在提问的过程中“收敛”的重要性，认为只鼓励学生们不受限制地抛出问题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学会怎样分析自己的问题，并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他们希望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上。

学生们提出的有些问题进入了最终阶段，其中包括：“为什么酷刑会有效？”“谁来决定酷刑是否正当？”“他人的疼痛能平复你的私欲吗？”

罗斯坦在这一阶段发现，有些孩子“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承认，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因为“它要求孩子们做从未做过的事情——用问题来思考”。在尝试在课堂上使用正确问题研究所的“问题形成技巧”的几个班级中，学生的课堂高参与度是有目共睹的。在一定程度上，这很可能是因为罗斯坦和桑塔纳很巧妙地设计了这项练习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只允许提问；任何原本不是问题的评述也必须转化成一个问题。这些规则让整个过程变得有趣起来。或许，这些问题本身就能吸引很多孩子，并让他们在课堂上参与其中。由于不必特意为了知道答案而去提问，所以聪明的孩子并不占优势，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只是知道更多的答案。罗斯坦认为，学生们较高的课堂参与度也与其他因素有关，比如他们对思考自己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罗斯坦说：“在这个过程中，问题的‘所有权’非常重要。孩子们说：‘当你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时，就会感觉到找答案是自己的职责。’”

在过去几年，罗斯坦和桑塔纳不断完善他们开发出的这套提问程序。起初，这套程序并未在学校被使用，它最初被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帮助成年人在与政府官员、医生、房东和学校官员打交道时更高效地使用提问技能。

桑塔纳明白，那些不知道怎样提出正确问题的人更容易在某些事上遭到他人的拒绝，她对此深有体会。桑塔纳在20多岁时从波多黎各移居到美国大陆地区，享受完最初的福利之后，她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说：“后来，我失业了。当我想通过社会服务系统申请参加职业培训项目时，我被拒绝了。”

至于她为什么会被拒绝，桑塔纳解释说，那是因为自己不知道怎样恰当地发问。她说：“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主张。”桑塔纳是幸运的，因为在她被拒绝后，一名社会工作者介入其中帮助她维护了权益。这名社会工作者表示，桑塔纳其实是这个项目非常合格的人选。最终，桑塔纳参加了这个培训项目，得到了一份工作，同时她还回到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并最终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她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经历“送”给她的教训，她坚信不占优势的人需要有效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于是，在结束社会服务工作之后，她成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Lawrence）的一名房产律师。

提问饥荒，“没问题”是因为不知怎么问

在工作的过程中，桑塔纳遇见了罗斯坦，一个与她的学术背景不同但兴趣相投的人。罗斯坦在肯塔基州长大，在哈佛大学读书，并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时，他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人们可能会考虑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政策制定者会从那些受到这些社会问题影响的人们身上了解到什么信息？

因为罗斯坦对城市政策工作有着深厚的兴趣，所以他成了劳伦斯市社区规划项目的其中一名负责人，并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遇到了正在收集城市住房问题的桑塔纳。在一次项目相关会议上，当会议接近尾声时，坐在会议室角落里的桑塔纳举手询问劳伦斯市是否对城市住房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以及受住房问题影响的人们有没有参与到规划项目中来。罗斯坦回忆称：“我也认为，这是此次会议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随后，罗斯坦寻求桑塔纳的帮助，希望能在劳伦斯市开展一项计划，旨在预防高中生辍学。在开展这项计划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存在着这样一个障碍：尽管学生家长毫无疑问既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也应该参与到制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的学校政策中来，但许多家长从来没有出席过学校的会议。

对此，罗斯坦和桑塔纳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为什么。“那些学生家长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没有到会议现场是因为自己根本不知道该提什么问题。”罗斯坦回忆道。

面对这样的情况，罗斯坦和桑塔纳感到很尴尬。他们开始：“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帮学生家长在学校会议中提出好问题的方法，那会怎样？”虽然提出了“如果”类的问题，但当他们在“怎样”阶段时却走了弯路。罗斯坦和桑塔纳几乎考虑到了帮助学生家长在学校会议上提出好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替他们收集可供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因此他们两人开始收集各种不同情况下的问题，这些情况包括：质疑学校的预算政策；质疑为什么有些孩子会被停课，等等。最终，他们把这些问题告诉了学生家长。

桑塔纳回忆说：“我们参加了其中一个会议，这些学生家长将这些问题列出来，他们走上台来到麦克风前，开始读清单上的问题。但是，当学校的管理人员开始提问时，他们就把头转向我们，好像在问：‘我现在该做什么？’”桑塔纳说，她和罗斯坦很快就察觉到他们犯了错误。“我们意识到，学生家长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并想出自己真正关心的问题。”

为了让学生家长能做到这一点，罗斯坦和桑塔纳开始辅导他们，还教他们该怎样质询学校的决策，因为这对他们尤为重要。如果想更好地提问，学生家长就要探索决策背后的原因，以及导致这些决策产生的过程，还应该明白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随着罗斯坦和桑塔纳的辅导计划不断推进，有些学生家长发现了令他们颇为惊讶的事情——在学校会议之外，他们也可以用到这样的提问技巧。比如，他们会用提问技巧来试图从急诊室医生那里获取信息，或者用于与房东和解。

由于效果良好，罗斯坦和桑塔纳开始扩展提问教学流程，并试着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应用这个流程。于是，他们开始与美国国内的健康诊所、社会服务机构和成人教育项目等进行合作。他们发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移民学生的家长、住在美国路易斯维尔市的收容所的人，以及那些住在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工人都使用了他们的提问技巧。于是，罗斯坦和桑塔纳成立了一家非营利性组织，该组织在2011年被命名为“正确问题研究所”。

伴随着罗斯坦和桑塔纳的提问技巧慢慢融入成人教育项目中，一些有趣的事也随之发生。成人教育教师们称，一些掌握了提问技巧的成年学生向他们提问：“为什么我在高中时没有学到这种技巧？”于是，罗斯坦和桑塔纳又提出了另一个“如果”类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培训成年人使用的“问题形成计划”（question-formulation program）调整成适合学龄孩子的计划，那会怎样？

随后，罗斯坦和桑塔纳为K12教师设计出一个计划，并将它分解成以下的一系列步骤：

•　教师设计出一个焦点问题。比如，“酷刑可能是合乎情理的”。

•　学生提出一系列问题。不能从教师那里获得帮助；不能回答或讨论这些问题；把每个问题都写下来；将所有的评述都转变成问题。

•　学生修改他们提出的问题。把问题变成开放式的或封闭式的。

•　学生把问题按优先次序进行排列。他们通常会在教师的指引下确定出3个他们想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学生和教师共同决定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先解决排在前面的问题。

•　学生回忆他们从整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整个流程被设计得非常简单，教师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全掌握，学生也能很快地掌握要领。然而，要让这个流程变得简单却是非常困难的，这样一个基本方案花费了罗斯坦和桑塔纳10年的时间。

正确问题研究所的提问技巧赢得了教师们的广泛赞誉。波士顿一所高中的教师马西·奥斯博格（Marcy Ostberg）注意到，当她的学生开始用问题来思考时，“他们似乎开启了思维的大门”。罗斯坦说，来参加正确问题研究所会议的教师络绎不绝，“在参加完会议并掌握了提问技巧后，这些教师就会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我们怎么之前从未这样做呢？’”

20多年前，社会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就曾问过类似的问题。那时，波兹曼还写过关于“提问在教育中的重要性”的文章，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人们具备的最重要的智力技能不是在学校里学到的，这难道不令人好奇吗？”

在罗斯坦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记者问他：“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功地教学生学会提问？是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提问不需要教？或者我们不知道怎样教学生学会提问？”

罗斯坦说：“我对此的回答是‘的确如此’。”对于第一种理由，罗斯坦说，人们一直认为，提问很简单，就像“说话的一部分”一样，是人们与生俱来就会做的事情。包括德博拉·梅耶尔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孩子生来就是提问者，所以我们不需要教他们提问，只要不阻止他们提问即可。但罗斯坦却坚持认为，提问是一种非常微妙且复杂的技巧，其中包括三种复杂的思考方式：发散的、聚敛的和元认知的。虽然其中有一些思考方式是孩子自然而然就会的，但也有一些思考方式是他们必须去学习和不断练习才能掌握的。因为人的提问能力似乎在5岁左右就会开始下降。而长期以来，我们与生俱来的提问能力一直被初高中学校所忽视。当孩子从小学升入初中后，被罗斯坦称作“提问肌肉”（question-asking muscle）的东西就会萎缩，需要被重新加强。

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质疑的

当孩子从小学升入初中后，如果他们的提问肌肉已经萎缩，那么猜想一下，在他们进入大学时，提问肌肉会处于什么状况。事实上，在整个大学时期，学生的提问次数继续垂直跌落。我采访的许多大学教授都证实了这一情况，他们表示，大学生处于提问饥荒状态，即便在汇聚了众多精英学生的常春藤联盟中也是如此。

克里斯坦森教授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我已经执教20年了。我爱这个地方，但是学生们往往不像20年前的学生那样靠本能提问了，他们的好奇心也没有那时的学生那样强烈了。”至于原因，克里斯坦森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你所做的只是在电脑屏幕上阅读学习资料，或是到提供答案的学校上学，那么你的提问能力就难以提高了。他们不知道怎样提问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去提问。”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家长怎样让孩子成为更好的提问者？

在研究“提问精英”的过程中，赫尔·葛瑞格森会询问这些人的童年经历。他发现，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生活中至少会有一个成年人鼓励他们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伊西多·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就属于其中之一。当还是孩子的拉比从学校回到家时：“其他孩子的妈妈都问自己的孩子：‘今天学到了什么吗？’我的妈妈则会说：‘你今天有没有问一个好问题？’”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认为，孩子的父母通过提出“如果”问题能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假设性的问题可以让孩子深入地思考他们周围的世界。”而克里斯坦森也认为，鼓励孩子用实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做家务杂事。这种方法对美国IDEO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戴维·凯利（David Kelley）也是很奏效的。他是一个问题解决型设计师，正是童年时期的经历促使他走上了这样的职业道路。那时，如果家里的洗衣机坏了，他就会去做一个新零件来维修洗衣机。

威廉·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作家，他执教于耶鲁大学。对于记者问罗斯坦的问题，他列举了另一个原因：“学生现在接受的大学教育，尤其在精英体系中，是倾向于‘技术统治论’（technocratic）的。他们接受的教育是要在专业领域内掌握专业知识，要解决专属于这个领域的难题。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教育体系要求学生百依百顺，掌握考试内容。而在这种体系中，学生没有时间退后一步思考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我所看到的是，这些学生很难提出关于价值观、意义和目的等一些属于宏观层面的问题。但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鼓励这些孩子（未来的领袖）学会怎样提出宏观层面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提出技术层面的问题。”

德莱塞维茨表示，有些教授可以启发学生掌握这种提问能力，但是这类人却非常少。他举了一个自己最为欣赏的教授为例，那位教授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德莱塞维茨在其著作中也曾具体地描述过此人。德莱塞维茨说：“他拥有年轻人那种用清澈双眼看世界的能力，而他额前不断冒出的白发印证了自己所经历的颠簸的探索之旅。”我问德莱塞维茨，这位教授在激发学生的提问能力上都做了什么？

“他具有给事物重新下定义的能力，也具有提出根本性问题的能力，即便有时他提出的问题似乎很愚蠢。有一种观点是，‘圣愚’提出的问题是别人不会提出的，而这就是他要做的事。”德莱塞维茨说道。在这个过程中，这位教授“向我们展示，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质疑的，尤其那些我们认为已经了解了的事物更需要我们更多地去质疑”。

重要的是，这位教授也“愿意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教师一直被我们认为是注重答案的权威人士。但学生发现，如果一位教师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找到答案吧”，那么学生就会感到自己的思维被真正地释放了。

这位教授使用的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有可能在网络世界里东山再起吗？而这正是塞巴斯蒂安·特龙所希望的。特龙因开发出了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及取得了其他技术突破而闻名。特龙说，在德国，每当他提出具有颠覆性的问题时，都会觉得不舒服，但他却在硅谷找到了一个更乐于接受颠覆性的问题的环境。在谷歌工作时，他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2011年，特龙与别人共同教授的一门人工智能课程开放了在线课堂，他惊奇地发现，有成千上万的用户注册了在线课堂并观看了该课程。随即，他从自动驾驶汽车领域跳到了自主学习领域，启动了优达学城项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也引发了各种评论。近几年，这类项目的数量在大幅增加。而特龙正努力做的一件有趣的事是，在优达学城在线教育中引入“苏格拉底式教学法”。

优达学城的课程除了提供讲课录像，还在关键地方添加了引人深思的提问环节，让学生思考他们正在学习的内容。至于在鼓励学生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上，特龙和他的合伙人之一、谷歌前设计师艾琳·奥（Irene Au）强调，在线上提问比在线下更容易，因为网络匿名性会对你有很大帮助。你不必再坐在演讲厅后排，也不需要再担心别人的眼光，而羞于大声提出问题。有一位大学教授最近注意到，当他开始进行在线教学时，收到了学生们发来的很多问题，而这种情况从未有过。

德莱塞维茨却对在线教育这种方式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向计算机输入一个问题和在现实中向一位活生生的教授提出问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他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在线大学这种新的教育方式可能会促使大学解散，让学生脱离真实的课堂和教师，但这只是在线教育革命的第一步。而学生和一位博学的教师之间那种协作性的和不可预见性的意见交换是无法代替的。德莱塞维茨总结说：“你不能对苏格拉底的发明加以改良。”

无论在线课程提供的是一种答案还是课程本身，它都是自主学习这个大趋势中的一部分。在这种趋势中，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逐渐开始了自主学习，提升自己的提问能力，而很多时候他们是在现有学习体系之外进行自我提升的。

尼克希尔·戈亚尔认为，未来通过提问进行学习的模式会出现于网络上，而不是实体学校中，但也可能会在一些“临时课堂”上出现，比如“创客”和“黑客”构建的一些空间。戈亚尔说：“在很大程度上，我对学校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抱有任何希望。”

约翰·希利·布朗持有与戈亚尔类似的观点：“这些从学校退学的孩子或者那些注意到在学校之外才能真正学到东西的孩子，便成为正在大量兴起的‘创客运动’（maker movements）的一部分。”无论是低科技还是高科技，创客运动旨在创建新事物，其中包括创作艺术和音乐。但创客运动却是靠项目和互助式学习来驱动的。当一个团队中的初级“创客”质疑经验丰富的“创客”时，创客运动就发生了。创客运动可以发生在地下室，也可以发生在操场和博物馆，比如旧金山科学博物馆最近就建立了一个创客空间。另外，最令人惊讶的是，创客运动居然也能发生在图书馆。布朗说：“图书馆当然可以被改造成有趣的创客空间，而图书管理员就是提问式学习的教师。”

布朗相信，年轻人在课堂之外可以比在课堂上将新经济形势下所需的技能“打磨”得更好。他们正在掌握创造、实验、建造、质疑和学习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以指数级速度变化的世界里，“拥有这些技能的孩子们就能走向世界的顶端”。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创客”，或者至少能很好地用这种视角来审视自己。无论是否曾经在学校学到提问技能，我们现在都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空间中提高提问能力。而获得提问能力的一种方式就是观察，观察其他经验丰富的提问者是如何提问的，尤其要注意观察他们如何利用基本的“为什么”“如果”和“怎样”等类的问题来解决难题，以及如何利用这些问题来创造改变。

提问清单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1．为什么孩子们会问出这么多的问题？

2．为什么我们提问的次数会急剧减少？

3．学校能基于问题来进行教学吗？

4．谁有权利在课堂上提问题？

5．如果提问能力与生俱来，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学习？

6．我们能自学质疑吗？



[image: ]




[image: ]



最初的“为什么”+一系列“如果”+不断尝试“怎样”

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发明家，他甚至可以被形容成像史蒂夫·乔布斯一样的人。兰德可以发现那些即将到来的新机遇，而那些机遇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不过，在1943年一个明媚的冬日，兰德却没能察觉到即将改变他的人生的机遇。而正是一个3岁儿童提出的问题让他恍然大悟，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为他未来关注的焦点。

当时，兰德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市与家人度假。他用自己最喜爱的相机给小女儿珍妮弗拍照。那个时候，这些照片只有在暗室或处理实验室才能被冲洗。兰德知道该怎样操作。年幼的珍妮弗拍了一张非常与众不同的照片，她急着要赶快见到照片。于是，她问自己的父亲，为什么他们必须等很久才能看到刚才拍的照片？

对于女儿提出的问题，兰德不知该怎样更好地回答。于是，他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挑战，一个“她给我设置的难题”。

多年后，兰德在一次演讲中回忆道：“高原空气很危险，却能令人精力充沛，当受到高原空气的刺激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不能立刻看到拍的照片？为什么不能设计出一张能即时成像的照片？”

兰德到了35岁左右，已经习惯于处理大问题了。这个两次从哈佛大学中途辍学的学生将其兴趣完全投入光偏振领域，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他将能过滤光线和减少刺眼强光的技术用于制作太阳镜和照片滤镜。兰德还有更大的野心，他希望能用这项技术来拯救生命。他想：“如果我们通过偏振式头灯和挡风玻璃就能减少车祸，那会怎样？”

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兰德一直在想，怎样利用偏振使汽车的头灯发光时不会让对向的司机觉得晃眼，同时还能保证车灯正常照明。但是，兰德的这一想法没能获得汽车制造商的支持。1943年，他的公司宝丽来的发展开始逐渐减速，亟须创新。

回到珍妮弗的问题上，兰德花了两个小时来考虑她的问题，之后基于珍妮弗最初的“为什么”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如果”的问题。他面临的根本性挑战可能是：“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将暗室放进相机里，那会怎样？”

按照《永不褪色的时光》这本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博纳诺斯（Christopher Bonanos）的说法，兰德明白，“不能把许多化学品散放在一部相机里”，因为那些化学品会在相机里来回晃动。但是，“如果把这些化学品装进一个小皮套里，然后以某种方式让它们在底片上分散开来，那会怎样”？这是兰德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而这些问题是他在极度兴奋的两小时散步中想出来的。他想知道：“怎样打印出一张正片？怎样在相机里配置底片图像和正面相片纸？”

在提出这些问题和解答部分问题的过程中，兰德丝毫没有浪费时间，问题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打转。在将问题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他和一位同事先为制作即时成像相机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接着，他迅速制作出了原型机，几个月后，他就给自己拍了第一张测试照片。尽管这期间充满了障碍和挫折，但兰德的团队必须努力制造出第一台黑白即时成像相机，因为兰德承诺4年后将新产品投入市场。

4年后，兰德仍未完全解答出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一开始，他对这款产品的期望很高，但在1948年那次引人注目的产品发布会后，他能够投入市场的产品却未能完全实现他的设想。兰德仍需努力克服一系列问题，比如“怎样才能让彩色相片也能即时成像”“为什么相机不能用起来更简便”。30年过去了，他最终用自己的杰作——SX-70型相机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款相机采用单按钮模式，可以更快地打印出彩色照片。

不断地探索女儿提出的好问题的答案，这段旅程可能是漫长的，也很费力，而兰德已经整装待发。1942年12月，就在珍妮弗提出那个问题以及兰德受此问题启发之前，他曾对宝丽来的员工说：“如果你的梦想是做一些你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那就开始行动吧……如果你反复细致地思考下一步必须做什么，那么它就永远只是一个精彩的梦想。虽然梦想离你还很遥远，在我们实现梦想之前有5 000步要走，并且我们还要先迈出最初的10步，然后再继续迈出20步，但如果你能快速地完成这5 000步，将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宝丽来的故事非常受创新者和提问者的喜爱，我们喜欢这样的故事，这是因为故事中包含大量关于提问的动力的趣事。首先它证明，一个能改变游戏规则的问题可以出自任何人，甚至是一个天真的孩子。这就强调了本书曾提出的一个要点——非专家或“门外汉”通常比专家更善于提问。没有人会认为专家的知识不够丰富，但一旦碰到需要质疑的情况时，知识就会挡住提问的去路。

其次，宝丽来的故事也完美阐释了一点，即某种具有催化作用的问题可以触发有序的提问过程。这种“为什么—如果—怎样”的提问过程在宝丽来的故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并且在许多有关创新的故事中也都有所体现。

在珍妮弗的问题的激发下，兰德发现现实世界确实不太理想。于是，他的世界观逐渐开始转变，并且他很快提出问题：为什么相机必须是这样的？而这就使得大量“如果”类的假设性问题迎面而来，兰德解决了许多小问题，目的就是解决一个大问题：“如果能通过某种方式将暗室放进相机里，那会怎样？”博纳诺斯指出，兰德知道的每件事似乎都能汇聚到一起。比如，兰德在他从事的与化学、光学和工程学等相关的工作中积累了许多零碎的知识，于是他就把上述想法和这些知识联结起来。但如果兰德没有最终进入“怎样”阶段，那么他所有的连接性提问就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这个“怎样”阶段包括：首先，他将想法写在纸上，获取该想法的反馈；其次，开始创造内置了暗室的相机版本；最后，测试这些早期版本，如果失败的话，那就矫正再测试。

我坚信，兰德从未想过他制作宝丽来即时成像相机的过程可以被分为“为什么”“如果”“怎样”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的逻辑顺序能反映出人们着手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从发觉和了解难题开始，接着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努力实施这些解决方案。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人们都要面临许多不同类型的问题和挑战，而这就要求人们在处理不同的问题时，要注意变换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时，专业知识对你很有帮助，但有时它却未必有用。比如，在某一个阶段，完全开放的、无拘无束的发散性思维非常关键；而在另一个阶段，聚敛性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用结构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提醒自己应当转换思维方式、改变方法以及根据所处阶段来调整问题。

假设“如果”阶段是关于想象力的，“怎样”阶段是关于执行力的，那么最初的“为什么”阶段就与洞察力和理解力有关。这一阶段的“发现”看似简单，好像只需要睁开双眼环顾四周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兰德却没有发现摆在他眼前的难题，最开始只有珍妮弗发现了这个问题。而这就给那些希望变得更善于提出“为什么”问题的人提供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你虽然能打点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务，但仍然需要有一个充满好奇心和童真的三四岁孩子与你为伴，他能发现你错过的东西。第二个建议是，你可以尝试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样一来你的视角就能与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的视角更加接近。第二个建议实施起来绝对不简单，你需要花些力气才能以全新的视角去发现生活。

如果你想提出强有力的“为什么”问题，那么仅仅调整视角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必须按照以下这个流程来做出改变：

•　退一步。

•　注意其他人错过了什么。

•　挑战假设（包括针对我们自身的假设）。

•　通过情景分析，深入理解现有的解决方案或面临的难题。

•　质疑你正在提出的问题。

•　深入探究一个具体问题。

你会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流程是以“退一步”开始的。

停下来，退一步思考

当我们谈论提问时，通常都会提到“退一步”。比如，退一步问为什么，退一步考虑，等等。但我们要从哪里退一步呢？

当重要的“为什么”问题在兰德的脑海中浮现时，他正在度假，这一点很重要。正因为从日复一日忙碌的工作中抽出身来，兰德才有了闲暇，并能相对远离实际的商业问题，进而去思考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问题。同时，女儿提出的问题激发了兰德的好奇心，让他可以暂时以天真的视角来考虑现实问题。由此可见，与众不同的退后方式很重要，兰德可以在度假时让自己暂时抛开原本的设想和专业知识。他停下来，不再学习更多知识，转而开始去提问。

为了更好地提问，尤其是提出根本性的“为什么”问题，我们不必非要像兰德那样去度假，也不必非要找一个3岁儿童陪伴左右。但我们至少需要暂时停止正在做的事情，停止了解新事物，以便能够开始提问。

让自己不再去做某件事比控制自己不去了解某件事要容易得多。世界在快节奏运转，我们需要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所以我们需要“完成”各种事情，谁还有时间去问“为什么”？

在工作场所更是如此。如果想在一个商业会议中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么你可以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虽然你问的问题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大家却可能会懒得理你。不过，一个厚脸皮的门外汉有时却想要尝试一下。乔治·路易斯（George Lois）是著名的杂志封面设计师，也是一位广告大师。(12)他还由于其颠覆商业会议的能力而著称，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论证自己的想法时充满激情，而且是因为他通常都是唯一一个在会议中积极地问为什么的人。但企业主管们可不欣赏他的做法，他们只是希望按照某种公认的明智方案来行事。路易斯回忆称，当所有人都点头表示同意时，“我将是唯一举手说‘等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你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的家伙”。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认为路易斯影响了会议的进程，让会议节奏变慢了。但路易斯自己明白，会议成员已经惯于按照固有行为行事了，比如他们提出的可供参考的想法或方法与在以往类似情况下的意见没有差别，他们根本就没有质疑这种方法在新情况下是不是最好的想法或最正确的方法。事实上，企业高管们需要一个像路易斯这样的人对他们提出挑战，要求其“退一步”。路易斯的自我意识很健全，也很强烈，他能够承受在会议室中成为孤独的提问者的压力。

人们往往承受着不懈奋斗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太情愿“退一步”去质疑自己的奋斗是否有价值。这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现象，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拥挤不堪，充满各种任务、活动、娱乐和干扰，“退一步去质疑”是不可能在人们的日程表上获得一席之地的。这就意味着，有一些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可能从未被提出过，比如为什么我们会沉浸于生活中的所有活动？

格雷琴·鲁宾是《幸福计划》一书的作者，她说，人们越来越不容易找出时间来“退一步并提出一个宏观问题。比如‘我想从生活中获得什么’这样的问题”。鲁宾表示，很长一段时间来，她自己同样也陷入了日复一日的循环中。“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日常的工作安排，甚至没有花一丁点儿的时间去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幸福，或者怎样才能更幸福。”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次雨天乘坐公共汽车的经历促使鲁宾的“退一步”时刻到来。当时，一切都慢了下来，慢到允许她进行反思：“为什么我不幸福？如果我打算为解决这个问题做点什么，那会怎样？”

由此可见，提出“为什么”这类问题的第一个原则，或许是必须有间歇，有空间。比如，会议中断时，“不懈奋斗”中的一次休憩，公交车上凝视窗外的安静时刻，等等。通常，这些都是可以进行提问的时刻。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什么要付费与海豚一起游泳？

从日常工作中退一步有时就能使你进行反思和深层次的提问，这可能会使你产生深刻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则可能会让你的职业生涯甚至是所在行业发生改变。科技公司甲骨文的高级副总裁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他经常从自己的工作中挣脱出来，以便能进行纯粹的思考。有一次，贝尼奥夫前往印度和夏威夷旅行。在夏威夷，他告诉《创新者的处方》一书(13)的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他在太平洋和海豚一起游泳。在游泳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企业的软件应用都与亚马逊和eBay的类似？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促使贝尼奥夫成立了Salesforce网站，该网站可以利用互联网彻底改变商业软件程序的设计和分配。在8年的时间里，贝尼奥夫的Salesforce网站公司公司创造了10亿美元的销售额，当然这要归功于他“改变了整个软件行业”。

如果想要问为什么我们需要从正在做的事情中退一步思考，就意味着我们也需要从“自己了解的事情”中退一步思考。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当我们掌握了一些自己领域内的必备技能后，往往会误以为自己变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的自我认知会阻碍我们的好奇心，也会减少我们接纳新思想和新的可能性的机会。尤其糟糕的是，实际上我们对那些自认为擅长的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了解。

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是一位神经学家，也是《人类思维中最致命的错误》(14)一书的作者。他主张，我们普遍都陷入了一个思维困境：我们总是了解得多、做得少。很多年来，伯顿一直纠结于这个问题：“‘确信’究竟意味着什么？”

通过大量研究，伯顿推断出：认知感觉仅仅是一种感觉或心理触动。然而，这种感觉非常强烈，甚至可能已经产生了一种“能够确诊的流行病”：许多人都高估了自己的知识水平，对他们的“直觉”过于自信——无论走到哪里都确信自己知道更多的答案，但却很少采取实际行动。如果有这种感觉，那么你就不可能提出问题。

不太关注周围的世界也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神经学家发现，我们的大脑像电路一样可以快速分类、过滤甚至忽略掉每时每刻都会涌来的大量刺激因素。美国国际开发署是聚焦于社会问题的政府机关，其首席创新官莫拉·欧内尔（Maura O’Neill）对上述现象做出了很恰当的阐述。欧内尔写道：“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一定程度了，它可以过滤掉我们看到的大量信息，快速将剩下的信息分类，并通过类似于‘杜威十进制系统’（Dewey Decimal system）的方法，将这些信息进行归档，使其长存于我们的记忆中。”

正如欧内尔指出的，人们这种普遍行为的产生是有现实理由的。过去，我们的祖先需要快速确定正在靠近他们的东西是友好的还是危险的。而今天，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更关心怎样对各种信息进行分类，从而挑选出新信息和重要的信息。因此，我们仍旧需要像我们的祖先那样能够瞬间做出判断。在判断的过程中，我们会注意某条信息，忽略其他信息，因为那些信息与我们无关，或者我们对它们不感兴趣，又或者我们已经了解那些信息了。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对“已经了解”的事情做判断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历过这些事情了。如欧内尔所说：“我们看到、听到、触碰到或嗅到的细节越多，我们脑中形成的联结就越多。”我们经常以为自己掌握的知识是正确的，获取的经验也是正确的。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很有效的。但当我们希望摆脱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去考虑新的想法和可能性时，暂时抛开自己已经了解的事情才有可能打破惯性思维、扩展现有的知识。你必须富有冒险精神和谦逊精神，才能像意志坚定的提问者，如保罗·贝内特（Paul Bennett）那样，到达“一无所知”的境界。

为“愚蠢”问题创造安全氛围

贝内特长期担任创新公司IDEO的创意总监。他生于英国，在新加坡长大，最初负责管理IDEO在伦敦的办公室，之后帮助公司在亚洲开设分公司。他喜欢环球旅行，在此过程中，他不断地观察着世界，也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某些地方的人会把干鱼挂在绳子上，而且还与湿衣服晾在一起”。贝内特有一个名叫“好奇心游历记”（The Curiosity Chronicles）的博客，他在自己的一篇博文中分享了自己的见闻和提出的一些问题。

贝内特说：“在IDEO，我把自己无情地置于“白痴”的角色。“白痴”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褒义词。因为，坦承自己的无知是有能力进行提问的第一步。”

贝内特说，由于从不担心自己的白痴，因此他能提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像一个白痴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自然而然提出的一样。比如，在冰岛爆发金融危机期间，贝内特受邀在冰岛的议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我问了诸如‘钱在哪儿’这样的愚蠢问题，那不是因为我故意想表现得很无礼，而是因为似乎没有人能针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提供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贝内特表示，提出天真问题的部分价值，在于它能够促使人们简单地解释事情。于是，在面对其他复杂的问题时，人们也会试图更清晰地做出回答了。“如果我只是不停地说：‘我不明白，你能再告诉我一次为什么吗？’这就会促使人们对问题进行综合考虑，并简化答案——剔除那些与答案的核心内容无关的解释。”

贝内特说，有时他的天真会促使其他人“退一步”思考，让他们用非惯常的思维方式来重新思考，而这种方式可能会令人不舒服。比如，在一些地区，商界和政府中呆板的等级结构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提问。“在这些文化中，人们有时会欢迎外来者提出最基本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也可能对某些事情感到奇怪，但是不愿意提问，这是由于他们担心别人会由此认为他们既愚蠢又不尊重他人，而他们不愿意面对这种指责。”

贝内特表示，IDEO认识到，创造一种让人提出“愚蠢”问题的安全氛围很重要。“你需要营造一种能促使人们产生信任感的文化氛围。因为部分提问的内容是关于揭露弱点的，所以允许提问就相当于允许大家发现弱点。”在IDEO公司，你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即便是特别基础的问题也没关系。这家公司鼓励员工提出问题，甚至根据其他员工提出的问题再提出问题，而非随意打发员工或者是给他们提供早有准备的答案。贝内特说：“我们允许员工落后，也鼓励他们超越彼此。”

用禅者的初心接纳更多可能性

在硅谷，IDEO和其他创新驱动型公司并不按照常规方式行事，它们鼓励员工进行天真的提问。因为这些公司从自己的创业历程中发现，提问可以让人产生有价值的见解，而这样的见解又会带来突破性创意和成功的产品。在硅谷，每个人似乎都在刻不容缓地追问“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所以，硅谷不可能是一个让人减慢速度、退一步，接着提出基本问题的地方。但是，在科技领域，一些非凡人物已经开始引入这种放缓和退一步的方法。比如，史蒂夫·乔布斯就曾将与此类似的理念注入苹果公司。乔布斯是禅宗思想的拥护者和践行者，而禅宗思想则以“初心”（shoshin或beginner’s mind）而著称。

遵照禅宗思想，乔布斯下决心要重新设想和构建将科技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这就要求他提出基础性的问题。人们都知道，乔布斯是一个顽强的提问者，从市场状况到员工的想法，每件事他都要提问。他的许多员工都被他刨根问底地询问过。乔布斯挑战传统思想的工具之一便是一种古老的思想，这种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一位名叫铃木俊隆的禅宗大师传入北加利福尼亚州。铃木俊隆是《禅者的初心》一书的作者，他移民到北加利福尼亚州，并在那里教书，直到1971年去世。

铃木俊隆在他的书里写道：“初学者的心是空的，因为他们不受‘专家’这个头衔的束缚。”他还补充道，他们不仅能借由这样的精神“接纳所有的可能性”，还“能看到事物的本来面貌”。

铃木俊隆也强调：对于一个希望成为创新者的人来说，拥有这种思考方式是非常有价值的。“初学者的精神世界存在很多可能性，但在专家的精神世界中，可能性却很少。”

除了苹果公司以外，初学者的心态连同其他禅宗思想，比如“深度思维”“留心”“倾听”和“提问”等都渐渐地被硅谷的其他公司所吸收。莱斯·凯（Les Kaye）是禅宗修道院（Zen abbot）的院长，他的“观音禅修中心”（Kannon Do Zen Meditation Center）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距离谷歌公司很近。莱斯·凯的追随者里有来自谷歌公司和苹果公司的员工，也有来自各种科技新创公司的企业家，以及给这些新创公司提供资金的风险投资家。莱斯·凯意识到，他的追随者可能认为，“提问万事万物”的禅宗思维方式能促使新思想和创新的诞生，所以他们被这样的理念激发出积极性。对此，一本书中提出了“禅创新”（Zennovation）一词，用来描述禅宗原则和创新战略的结合。

莱斯·凯也指出：“人们认为‘如果进行禅宗修行，我将会更加具有创造力’这是错的，禅宗不是一粒神奇的药丸。”此外，莱斯·凯的观音禅修中心将“没有斗争”作为一条禅宗原则，而贪求物质收益和商业成功则被认为是不适当的。我对莱斯·凯说，乔布斯似乎成功地运用了“初心”来预想怎样设计出新产品，同时他也“力争”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对此，曾和乔布斯在同一所禅宗中心修行的莱斯·凯评论道：“乔布斯与禅宗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他发现了禅宗艺术的一面，而不是佛学的一面——那是艺术层面上的而非心灵层面上的。”

乔布斯也表明，为了实现目标，你可能既是一个提问者，又是一个征服者。无论是否选择走向“完全的禅”（full zen），你的确可以从“初心”中汲取实用经验。兰迪·科米萨（Randy Komisar）是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的合伙人，也是一个禅宗修行者。用科米萨的话来说，采用禅宗的观察方式和提问方式的关键就是努力达到“超然”的境界，而这就需要你从日常的想法、受到的干扰、预想、习惯性行为中解脱出来。“基本上，你需要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自己。”科米萨坚持认为，如果你能达到这种与日常思维隔离的境界，你的思维就会变得更加“灵活和流畅”，“你也就会发现自己能更好地提问一切事物”。

TED大会创始人理查德·索尔·沃尔曼说，当面对任何新的情况或新事物时，这种方式就会帮助他将自己的心视为“一个空水桶”。沃尔曼还说，你应该从提出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缓慢且有条不紊地填满这个水桶。

初心其实与孩子的心态非常类似，它并不像听起来那样令人不可思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主管伊藤穰一总是会创造各种新鲜事物，从Kindle电子阅读器到可折叠的未来主义汽车，都出自他之手。伊藤穰一喜欢用“幼态持续”这个术语来描述成年人保持童真般精神的现象。他表示，人们可以训练自己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

媒体实验室有一种“成人幼儿园”的氛围，而鼓励则成为实验室的一种常态。在实验室里，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一起工作，这就意味着“我们经常考虑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问题”，托德·麦克弗（Tod Machover）这样说道。他是一位顶级音乐作曲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媒体实验室工作期间，他曾创作出颇受欢迎的互动音乐游戏《吉他英雄》（Guitar Hero）。麦克弗说，那些突破性想法往往来自专业领域之外的人，因为这些新手“能够以新的视角来发现问题，忘掉这个领域中什么是容易做到的，什么又是不易做到的，并且不担心领域内其他人已经做出了什么样的创举”。

早已形成“严肃”习惯的成年人是否还能像孩子一样思考？对此，底特律大学的研究人员达雅·扎贝里娜（Darya Zabelina）和迈克尔·鲁宾逊（Michael Robinson）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其实很容易就能“像孩子一样思考”，无须外界的刺激。

扎贝里娜注意到，在早期的研究中，幼儿在“创造力测试”中表现得很好，这是因为幼儿还没有受到任何拘束。于是，扎贝里娜和鲁宾逊以两组成年人为实验对象，让其中一组人把自己想象成“7岁的孩子，享受了一天的校园时光”，而让另一组人按照成年人那样正常思考。当两组人员同样进行了“创造力测试”后，“把自己想象成7岁孩子”的一组人想出了更好、更新奇的想法，他们具有“更灵活、更自由的思想”。扎贝里娜相信：“思维是灵活的。当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孩子时，就可以充分打开思路。”而这一切就需要退一步思考。

“宛如初见”地进行观察

当我们退一步时，究竟看到了什么？本质上，我们看到的是与之前同样的景象。但是，当后退更大的距离时，进入视野的就是一个更大的画面。此时，我们不仅能看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整体脉络，还可能会注意到之前认为没有关联的事物之间仿佛一瞬间具有了某种关联。这种发现会改变一切。退一步来重新检查那些你用同样的视角观察了许多年的事物，你可能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事物。

这样的经历，感觉上有一点像是“见所未见”（Vuja de）。似曾相识是指当你去一些从未去过的地方时会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似乎曾经到过那里。与此相反，当你觉得某个事物很熟悉时，可能突然又会觉着它很陌生，这就是一种“见所未见”的感觉。斯坦福大学教授、作家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15)非常喜欢使用这个词。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萨顿指出，如果训练自己以一种“见所未见”的方式来观察周围的世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系列新的可能性——提出新的问题、追逐新思想、应对面临的挑战等，而这一切在过于熟悉的环境中往往是被伪装起来的。采用这种“见所未见”的视角，商业领袖和管理者更容易注意到自己原先运用了一些矛盾的和过时的方法，也会注意到潜在的机遇。某些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或私人问题的人可能会凭借这种视角有更多的发现，针对他看到的状况提出基础性问题。

要运用好这一视角并不容易，萨顿说：“因为用这种视角来观察事物就意味着要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事物看作积极的，而将积极的事物看作消极的。这也就意味着要颠倒原因和结果，或者颠倒最重要的事和最不重要的事，还意味着不要仅凭着感觉游历人生。”

与“初心”一样，萨顿的“见所未见”理念已经在创新领域引起共鸣，IDEO公司也和许多公司一样吸收了这一理念。IDEO公司的总经理汤姆·凯利（Tom Kelley）曾写道，“见所未见”提供了一种能力，可以让人们“发现那些一直存在但却被忽视的事物”。

在IDEO公司甚至是萨顿谈论“见所未见”之前，这个术语曾被美国喜剧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在脱口秀例行表演中提及过多次，不过当时只是简单地提到。在表演中，乔治·卡林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好像刚刚有所顿悟了。然后，他对观众说，他刚才有了一种“见所未见”的感觉。他对此的解释是：“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总之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

乔治·卡林在2008年去世，他的女儿——喜剧演员、电台主持人凯莉·卡林（Kelly Carlin）也有了“见所未见”的感觉，她用这种方式来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就像目击了一些奇怪的和令人着迷的事情一样。她的父亲乔治·卡林曾用这种方式度过一生，也用这种方式找到灵感。“当这份熟悉感在某种程度上慢慢让你觉得身处另一个世界时，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新鲜的，这就好像你已经进入了大脑里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域一样，”凯莉·卡林这样描述道，“此时就意味着你已经拥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

乔治·卡林曾运用这种视角创造了一种具有观察意义的喜剧风格——用幽默的方式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凯莉·卡林说：“这种视角会帮助我们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比如篮球、狗和猫、人们站在冰箱前的方式等，并提出‘为什么我们必须按照做这些事情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这一问题。”乔治·卡林曾经对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日常行为习惯进行过研究，他尝试描绘出其中潜在的矛盾，总结出某种基本原理，但通常都一无所获。他想知道：当我们不断寻找自己已经丢了的钥匙时，为什么要始终在几个地方一遍又一遍地翻找？

凯莉·卡林主持广播系列节目《从美国梦中醒来》（Waking from the American Dream）。在节目中，她经常采访一些喜剧演员，她认为喜剧演员更可能具有一种“见所未见”的视角。凯莉·卡林说：“大多数喜剧演员的成长经历似乎都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幽默感。他们是班上的小丑，是局外人，可能是某个学习能力不强且不能完成学业的人。作为局外人，他们自然会主动往后站来观察其他人，也自然会对每个人正在做的事情感到好奇。而这种观察方式最终就成为他们获得灵感的方式。”

乔治·卡林曾说，他经常不禁注意到某些非理性行为，那些行为没有任何意义。有时，他甚至希望自己不要注意到它们，因为这会使他焦虑不安。

与乔治·卡林不同，大多数人不太能注意到那些非理性行为。汤姆·凯利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一般不会花太多时间近距离观察某些事物。也就是说，当人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时，通常是因为“他们观察的时间过短”。

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维贾伊·戈文达拉杨（Vijay Govindarajan）和顾问斯里坎斯·斯里尼瓦斯（Srikanth Srinivas）设计了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可以很好地印证凯利所说的话。在戈文达拉杨和斯里尼瓦斯组织召开的研讨会中，他们向与会者简单地展示了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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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你看到了多少个正方形



之后，斯里尼瓦斯把这个图形盖住，问与会者：“你看到了多少个正方形？”

与会者最容易说出的答案是16个。但是，更善于观察的与会者会注意到，通过将16个正方形进行不同的组合还能找到额外的正方形，尤其是在斯里尼瓦斯允许他们多观察一段时间的情况下，他们看到的正方形就更多了。除了这16个显而易见的正方形之外，还有9个2×2的正方形，4个3×3的正方形，以及1个大的4×4的正方形，总共加起来有30个正方形。

“正方形是不变的，就在那里，但是除非你去找，否则你看不到它们。”戈文达拉杨和斯里尼瓦斯在《哈佛商业评论》的博客上发布了这个谜题后，写下了这句话。数百位读者回答了这个谜题，他们的答案从16个到60个都有，计算的方式远不止一种，而如果把所有的方式都算上，正方形的数量就是无限的。

斯里尼瓦斯告诉我，他利用这个测试证明了一点，即我们通常看不到可以利用的所有可能性，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探索。他说，这个测试尤其能让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产生共鸣：“有时，人们会感觉走投无路，已经用完了所有选择。但我认为‘总是还有另一个正方形存在，另一个可能性存在，如果你一直持续不断地寻找，就能找到它’。”

伟大的提问者始终“保持观察”的状态，观察某种情况或某个难题、周围的路人以及自己的行为。他们会研究非常微小的细节，不仅寻找某些地方有什么，还要寻找自己错过了什么。另外，他们会退一步从旁观察事物，甚至还会根据需要从侧面来观察事物。在萨顿写的关于“见所未见”和怎样发现熟悉之感的文章中，他建议：“我们要将注意力从眼前的事物或模型上转移到其背后的事物上来。”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对人们的耐心和毅力都有一定的要求。在看到最初的16个正方形后，我们要有意愿仍继续观察。而当你注意到第30个正方形时就已经证明，别人还未看到的机遇之窗正在向你打开。爱因斯坦谈到过他在干草堆中找到针的故事，而大多数人在干草堆这样的地方一般都不会继续寻找了。他说，秘诀在于持续不断地寻找，努力搜寻一根更好的针。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什么计算机不能做更多除计算以外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还不知道怎样将计算机用于数学运算之外的领域。康韦·伯纳斯-李（Conway Berners-Lee）是一位英国数学家，他需要运用早期的商业计算机进行工作。他曾着迷于这样一个问题——计算机除了进行数学计算，还能用来连接信息吗？之后，他的儿子——软件工程师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个问题。蒂姆·伯纳斯-李沉浸于大量的研究数据，他想知道，是否存在一种方式能将初期的互联网与超文本链接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找到信息和分享信息。1989年，他提出了“全球超文本计划”（global hypertext project），即我们熟知的万维网。他的研究原型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网络浏览器、HTML、HTTP和URLs的结构。

越是习以为常，越是值得推翻

2007年秋季，乔·格比亚和布赖恩·切斯基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却不是一个好问题。格比亚回忆说：“用什么来支付租金？这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他和室友切斯基没有工作，也没什么钱。但他们在旧金山的确有一套体面的公寓，有一个地方能够睡觉，为他们遮风挡雨。对许多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到旧金山参加商业会议。这个时候，旧金山所有的旅馆一般都早被预订满了，而此时来参会的人则极度渴望能有个地方歇脚。

格比亚和切斯基也曾经历过这种情况。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这些人找到一个地方让他们睡一晚或两晚”？于是，最终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的家里睡觉？”

格比亚和切斯基有3个充气床垫。在会议期间，他们可以做一个简单且便宜的分类广告，把充气床垫以适中的价格出租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有足够的钱来付当月租金。当他们开始继续思考这个想法时，他们便提出了各种类型的“如果”一类的问题，比如“如果我们不只是提供一张能让他们睡觉的充气床垫，那会怎样”。尽管没有足够的钱去提供更多服务，但他们给客人提供了一顿早餐（果酱馅饼）和观光旅游小贴士这样的服务。另外，格比亚和切斯基还在想：“如果我们不在克雷格列表网（Craigslist）上张贴广告，而是创建自己的网站，那会怎样？”

格比亚和切斯基做到了所有这一切。他们把3个充气床垫分别租给3个互不相识的人，而这3个人都很享受这种体验。格比亚说，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想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这些事商业化？如果我们能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创造出同样的体验，那会怎样？”

后来，这两位梦想家不顾一切地把脑中闪现的念头按照传统的方式实现了。最初，除了格比亚和切斯基外，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想法，或者是值得投入的事情，被他们拉进来的第三方合作伙伴也持这种态度。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是硅谷著名的天使投资人，他掌管着创业孵化器公司Y Combinator（简称YC），他很确信：“没有人希望待在别人的床上”。(16)

最终，格比亚和切斯基的想法发展成为爱彼迎公司，不过他们仍然面临着挑战，那就是公司需要向外来的游客提供已经建成且声誉良好的旅馆。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些广受关注的问题了，比如许多人对汽车也有过类似的假想——人们可以买车，也可以租车，但却没有人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之后，一位叫罗宾·蔡斯（Robin Chase）的企业家问，为什么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于是，蔡斯创办了Zipcar公司。(17)

格比亚说，因为仔细考虑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所以他和切斯基相信，这是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不过，他也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发现了那种被别人忽视的问题。格比亚这样说：“我们知道来到旧金山需要地方歇脚的人处于什么状况，也知道我们租出去的空间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此时，回顾以前的经历的确能起到作用，但那时没有其他人将这些情况都结合起来考虑。”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格比亚和切斯基有一种“反叛”的态度，与之相伴的则是一系列成功的提问。事实上，发现问题和质疑“为什么问题会存在”没有太大差别，想知道“是否还存在更好的选择”可能也不会带来什么变化。但即便专业人士说：“你不能改变现状，有些事情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的原因”，但你仍坚持提出问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格比亚和切斯基提出的最初的问题便是，他们能否将首次取得成功的经验扩展成一门生意？然而，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一些阻力，只有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持续思考解决方案，才能克服阻力。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每个新问题都会推动他们继续寻找解决方案。他们想知道：“如果我们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并在另一个城市检验它是否有效，那会怎样？”随着2008年在美国丹佛市（Denver）举行的民主党总统会议的召开，他们发现丹佛是最合适检验他们的想法的地方，因为会议期间会有许多人来到该城市，而此时当地旅馆必定不能满足那么多人的需求。但是，与会者和那些有空间出租的人怎样才能注意到爱彼迎？格比亚和切斯基负担不起广告费，因此他们必须制造新闻。他们知道，各种新闻频道都要对这次会议进行报道，不仅要报道拥挤的丹佛，还要报道旅馆全部满员的丹佛会处于怎样的状况。于是，他们将爱彼迎设计成一家解决丹佛拥挤问题的公司，让这样的公司进入新闻制作者的视野，最终爱彼迎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上。在丹佛发起的首次活动取得了成功，爱彼迎的网站上迎来了大量预订房间的人。

格比亚说，在意识到找对了模式之前，他们一直在提问，反复对自己提问，并不断对模式进行改善，为下一年做准备。而他们在利用自己的网站出租房间的同时也在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比如这种模式的什么方面比较好，什么方面还有待改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一些租客在与公寓房东结算时会感觉很尴尬。格比亚回忆说：“这种感觉就像在整个体验过程中你都是放松的，也感觉这种体验很有意思，但到了付钱的时候就感觉不好了。”这种状况促使他们继续提问：如果能提供在线支付服务，那会怎样？同时，他们还注意到，网站的许多访客都在询问有关其他国家是否有类似出租服务，而这又引发他们去想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把这种业务限制在美国？如果在全球拓展我们的业务，那会怎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业务就扩展到100多个国家，订单超过100万份。更令他们兴奋的是，他们获得了1亿美元的投资，甚至还赢取了早先怀疑他们是否能成功的人的信任，比如YC公司的格雷厄姆最终成为他们的种子基金投资者之一。

最近，格比亚和切斯基正在提出一系列全新的问题，比如创造一种“分享型经济”（sharing economy）是否可行？这个想法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社会一直在购买那些不需要的东西？比如，你细想一下美国社会运用机械钻的平均功率就会发现，在它的生命周期内，它总共只被使用过13分钟，真是太浪费了！正如格比亚指出的，在如今的消费者时代，我们已经花了数十年去积累物质。“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几百年时间里去分享这些物质，那会怎样？而如果我们进入无所有权的时代，那又会怎样？”

无论爱彼迎是否能成功地将我们带入他们野心勃勃的“分享型经济”运动，这都是一个开放式问题，甚至比之前关于人们是否愿意分享房屋和床的问题更为开放。另外，这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假设类问题，一个关于美国经济怎样运转的问题。因为它会涉及“什么样的人愿意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行为”“分享是否能发展成为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等问题。

格比亚和切斯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渴望挑战假设类问题，并坚信每个事物都注定会发生变化，且不在乎持有传统观念的人怎样看待他们的行为。我认为，这种挑战假设的问题也属于“为什么”一类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种问题看成是“挑战性问题”。而挑战者们对以下这些问题持有一种明确的态度：焦躁不安、反抗、质疑习俗和权威。

•　为什么我们应该满足于现状？

•　当你告诉我不能去做某事时，为什么我应该相信你？

指导哈佛大学学生开展创新项目的保罗·博蒂诺（Paul Bottino）指出，提出“挑战性问题”本来就会让人不舒服，因为“它会制造不和谐”的氛围。博蒂诺说，他指导的创新项目吸引了最聪明和最具创造力的大学生加入，但即使是这些学生也倾向于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事，并非对此进行质疑。博蒂诺的主要任务是教这些学生“理解听从别人告诉你的就意味着维持现状。而为了更好地质疑，你就必须有能力去打破常规，告诉自己‘这件事不必按照这种方式来做’”。

这种做法与许多学校传授给学生的理念正好相反，比如学校会告诉学生，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你最好接受这个答案并且记住它。当德博拉·梅耶尔建立中心公园东方学校来鼓励学生提问时，她培养学生养成的第一个“思维习惯”就是提问。“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的？”梅耶尔想让学生去质疑他们被传授以及被告知的一切。凯莉·卡林指出，自己的父亲乔治·卡林一生都在质疑权威，他给家长的建议是：“不要只教孩子怎样阅读，还要教他们去质疑自己读到的东西，教他们去质疑每件事。”

博蒂诺说，人们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应该接受“专家”的“答案”。但他表示，要想坦然地质疑其他人提出的专业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反复提问，不断地提问。在一些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上，提出“挑战性问题”就意味着你有可能被问到一些“反挑战性问题”，比如你凭什么认为自己了解的比专家还多？该问题的答案是，你没有比专家了解得更多，你知道得很少，但这有时反而是一件好事。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什么印度没有911急救服务？

为什么印度没有911急救服务？这就是沙菲·马瑟（Shaff Mather）希望解决的问题。而他的解决方案最终使印度拥有了自己的健康应急服务。起初，马瑟能提供的服务只有一辆救护车和一个简单的电话号码“1298”，人们可以在危急时刻拨打这个电话叫救护车。但最困难的在于，大家应该为此支付多少费用？马瑟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这项服务，因此他设计出一个“按自己的能力支付的体系”（pay-what-you-can），然而每个人都说自己穷。于是，他提出：“我们怎样才能获得那些需要支付更多钱的服务？”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你想要得到的医疗服务越好，你需要支付的乘车费就越多。”通过获得睿智基金（Acumen Fund）的赞助，马瑟提供的服务最终扩大成亚洲最大的救护车公司，运送人数接近200万名。在这个过程中，马瑟一直在提问，偶尔也会失败。有一次，为了削减成本，他问：“如果救护车上的医生也搬运简易床，那会怎样？”他从这次教训中了解到，人们认为搬运简易床的医生一定不是好医生。

另一个常见的“反挑战性问题”类似于“好啊，天才，你怎么将这件事做得更好？”挑战者通常能预见到需要应对这种问题。这也可以启示我们：如果某个人打算挑战现状，那么他最好准备一些问题——备选的解决方案。即便不能提出“怎样”一类的问题，提出“为什么”和“如果”这两类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提出备选方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也必须有一个起点，而这个起点通常就是对现状进行质疑。

“5个为什么”方法

对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假设提出“挑战性问题”有益于你练习怎样进行提问。有时，你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就是引发自己思考的催化剂，不过这些问题本身也可能是有缺陷的。因为你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和自己的偏见交织在一起。判断你提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偏见的方式之一，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质疑。

神经学家罗伯特·伯顿曾写过有关“确定感流行病”（certainty epidemic）的一系列文章，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人们实际提出的疑问比他们应该提出的疑问要少。伯顿说，即便当人们提出问题时，他们通常也会依赖自己不可靠的直觉和偏见。“你曾经历过与得知的任何事都会影响你的决定，同样也会影响你提出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退一步问：‘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伯顿还补充道：“每当你提出一个问题时，都应该去想‘这个问题的基本假设是什么？我还应该提出其他的问题吗？’”

一个人问自己“我为什么会问为什么”看似是一种循环的练习，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并且还会把自己搞晕。你可以考虑采用某种兼具实用性和建设性的方式来提升提问能力，帮助自己想出更深刻或信息量更大的问题。你要从简单的练习开始，比如先练习提出“5个为什么”问题，之后不断列举更多问题，又或者进行情景分析。通过这样的练习，我们就能提出涉猎更广、更具深度的问题，也就能发现那些与现实有关联的问题。

“5个为什么”的方法起源于日本，由丰田公司的创始人丰田佐吉（Sakichi Toyoda）提出。几十年来，丰田汽车公司把连续提问5个为什么当成一种查找制造过程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的测试工具。比如，当一个有瑕疵的汽车零部件出厂后，丰田汽车公司会问第一个为什么，这时会产生最明显的答案，比如装配线上的员工犯错了之后，通过问为什么他会犯错，根本性的原因可能就会慢慢浮出水面，比如员工培训不足。继续问为什么，丰田汽车公司可能会发现培训资金不足。接着问为什么会资金不足，问题也就转移到公司资金运用的优先权问题，比如钱应该被花在什么地方、公司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在商界，人们逐渐认同通过提问来挖掘核心问题是很有价值的。而这种理念最近成了“精益创业”理念（Lean Startup）的一部分，精益创业理念是由作家、顾问埃里克·莱斯（Eric Ries）提出的，他是“5个为什么”方法的忠实拥护者。我问莱斯：“为什么‘5个为什么’方法这种简单的提问练习非常有效？”莱斯解释说：“这种方法是真正为攻克人类心理限制而设计的。”他的意思是，人们往往会为解答一个难题而去寻找最简单的、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会倾向于把非常系统化的事情个性化”。责备装配线员工很容易，但对解决问题没有效果，考虑所有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因素才能对解决问题有帮助。

“5个为什么”方法也可以用于商业之外的其他领域。IDEO公司就利用它解决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该公司提供了以下例子，告诉我们这种方法怎样被应用于解决生活类的问题。

•　你为什么要做运动？

•　因为做运动能使我保持健康。

•　为什么做运动能使你保持健康？

•　因为做运动可以提高我的心率。

•　为什么提高心率很重要？

•　因为如果能提高心率，我就能燃烧更多的卡路里。

•　为什么你想燃烧更多的卡路里？

•　为了减肥。

•　你为什么要努力减肥？

•　因为大家普遍喜欢与身材适中的人打交道。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止步于5个问题？这个“5”确实显得有些随意，在实际的练习中，你可能问完3个为什么就得到了重要的启示，但在其他时候，你可能需要问6个为什么才能获得新启示。不可否认，有时该方法也不总是有效。但是，如果不在恰当的时候停止问为什么，你可能就会被问题耗尽精力，这就像路易斯·C. K.在他的喜剧《为什么？》（Why？）中，最后迷失在有关“为什么宇宙是这个样子”这一问题中一样。

许多时候，你反复地问为什么，竭尽全力去触及事物的本质，似乎的确是有价值的。好莱坞演员、作家斯蒂芬·托布罗斯基（Stephen Tobolowsky）就是用这种连续提问的方式来捕捉他扮演的每个人物的核心特质的。他说：“作为一名演员，我通常会采用3个层次的问题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3次发问，才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具体的信息。”

如果托布罗斯基正在扮演一名医生，起初他可能会问自己这个角色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随后他则会逐渐利用不同层次的提问，逐渐进入角色。“我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医生，我真正擅长的是什么，不擅长的是什么？接着，我会继续进行深层次地提问：我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医生？”当谈到“5个为什么”方法时，托布罗斯基表示从未听说过，但他许多年来一直实践着自己的“3个为什么”方法，因为“3个为什么”方法对他来说很有效。

你还可以选择其他方式来探究问题，比如对这个问题进行解构，或者改变提问形式和范围。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托德·麦克弗教学生怎样在某种情况下扩展他们的问题，又怎样在其他情况下窄化这些问题。当你扩展了一个问题，让其更适用于更多人时，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更重要了。比如，爱彼迎的创始人本可以将他们的问题限制在“我们能在旧金山建立一个住宿分享的在线系统吗”，但他们随即将这个问题扩展到：“这个想法能在全世界进行实践吗？”另一方面，正如麦克弗指出的，当你想解决一个大问题时，你就需要把这个大问题分解成若干个、更具有可行性的小问题。比如，“我们在全世界推行这种想法之前，怎样才能让这种想法在当地先转化为现实？”

正确问题研究所也一直在发展另一种对问题进行调整的方法，比如你可以将这个问题变成开放式问题或闭合式问题，从而改善原问题的提问效果。比如，假如有人正纠结于“为什么我的岳父这么难相处”这个问题。像大多数“为什么”“如果”和“怎样”等类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是开放式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当我们将这个问题转变成一个其答案是“是或否”的闭合式问题时，如“我的岳父难相处吗”你就要注意会发生什么了。

换一种表达方式，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迫使提问者重新进行考虑——他最初提出的假设可能是不正确的，也可能是无效的。因为按照最初提出的问题假设来说，岳父的其他亲属和朋友或许都能与他顺利相处。因此，这就使我需要重新修订最初提出的问题，让它更精确，比如可以换成：“为什么我的岳父与我很难相处？”在研究中，正确问题研究所发现，无论是将问题转换成开放式的还是闭合式的，都能使提问更明确，改善提问的效果。

利用这样的方法，虽然你能围绕一个问题做大量的修补，但质疑一个问题的最好方式或许就是把它带到你的生活中，看看它假设的那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否成立。通常，在一种情境下似乎是正确的问题，结果可能会被证明在另一种情境下是错误的。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什么急需水源的地方却很缺水？

地球上有接近10亿的人缺少享用安全水源的渠道，通过创建水资源组织的网站平台，工程师加里·怀特（Gary White）与演员马特·达蒙（Matt Damon）解决了这个问题。传统的方法通常是靠筹集慈善捐款来凿井，但“这些水利工程基本上最后都被弃用了”。看到这种方法不奏效，怀特和达蒙便提出：“为什么慈善项目没有成功地将水送达最需要水的地方？”答案是，补助金都流入了当地运营公共事业的中间商的口袋里，因此穷人仍必须多支付薪酬或走很远的距离才能找到水。最终，怀特和达蒙将精力集中于解决这个问题上：如果当地社区能开发出自己的水源，那会怎样？于是，他们创办了上文中的网站，想出了创新的“水信贷”模式（Water Credit）——为人们（多是妇女）提供小额贷款，然后他们就能开发或获得自己的水源了。到目前为止，该网站已经帮助世界上超过100万的人找到了水源。

发展中国家普遍缺少婴儿恒温箱。多年来，世界各类卫生组织和慈善团体都在思考：怎样才能将更多的恒温箱送到需要它们的地方？最直接的答案便是捐赠。虽然答案是正确的，但这个问题却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发展中国家收到了捐赠来的成千上万的恒温箱，但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这些国家最终变成了“恒温箱墓地”。所以，这不单单是急缺恒温箱的问题，而且反映出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一项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96%的外国捐赠的医疗设备只被使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后就遭到了遗弃。

最终，致力于解决该问题的卫生官员们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使用它们已有的恒温箱？”通过一项秘密调查，该官员发现，恒温箱很容易破碎，但发展中国家某些有恒温箱的地区却缺少维护恒温箱的零部件，而当地人很可能并不知道怎样正确维修恒温箱。找到问题的根源后，卫生官员们又重新提出了一个“如果”问题：“如果我们能提供容易维护和修理的恒温箱，那会怎样？”

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n）医生致力于自主创新，他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许多缺少恒温箱的地区并不缺少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因此，关于恒温箱的问题最终变成了：怎样才能用汽车零部件制作恒温箱？最终，一个非营利性设计团队设计出了一种“汽车零部件恒温箱”，这种恒温箱既便宜又使用方便，任何具有维修技能的人都可以用废车场的零部件修理恒温箱。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在慈善界、商界、医学界和科学界，有许多类似“汽车零部件恒温箱”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人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是错的，这是由于这些问题是在信息不完全或假设错误的基础上提出的。之所以会这样，通常是因为提出问题的人严重偏离了他们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克服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使提问者更了解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

进行情景分析可以使我们更了解自己提出的问题，而这也依赖于我们通过观察、倾听和共情来提出更具智慧、更有效的问题。

先观察，别反复提考虑不周的问题

在商业领域，IDEO公司一直是提问方面的开拓者。20多年前，在这个设计公司刚成立时，其创始人和设计师戴维·凯利以及他的兄弟汤姆·凯利（Tom Kelley）就意识到，要想解决有关人体工程学的问题，比如“我们该怎样制作出一些能融入人体的小部件”公司就必须采用社会科学家在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才会用的提问方式。因此，公司聘请了一些心理学家和人类行为学专业的学生，让他们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进行研究。

IDEO公司明白，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不能只在公司内部和焦点小组访谈中寻求建议。要想理解人们怎样生存下去，公司就必须融入人们的生活，观察他们在厨房里和去超市购物时的行为举止，等等。有时，公司聘请的研究人员也会不遗余力地亲身体验某些事。

有家医院的管理层曾雇用了IDEO公司，让他们帮助解答“我们的病人有什么样的体验？”这个问题。IDEO公司给出的答案不是以时尚的PPT演示文稿为展示形式，而是展示了一段长视频，视频里只有死气沉沉的天花板。医院的高管们对此感到非常诧异。其实IDEO公司想强调的重点是，“当你整天躺在医院的床上时，你能做的所有事就是看着天花板，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体验。”IDEO公司的保罗·贝内特如此说道。而IDEO公司之所以理解这种情况，是因为它的员工实际调查过这家医院，并体验过在轮床上被推着到处走，然后只能数小时躺在病床上的经历。这种“沉浸式”（immersive）的调查方法使得该公司解决问题时是从问题的内部入手，而非从问题的外部来观察内部。在理解了视频的意思后，这家医院很快就对每间病房的天花板进行了装饰。

你不需要组建一支经过培训的研究团队，就能做好情景分析，方法就是打开你的思路，带着好奇心主动近距离观察和聆听整个世界。而根据我对大量提问者的访谈分析结果，我发现聆听可能是最重要的。聆听会激发你去提问。贝内特表示，要成为一个好的提问者，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不再反复提出太多考虑不周的问题，同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这样，一个真正有趣的问题才会“跳”入你的脑海。睿智基金的杰奎琳·诺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ogratz）谈到，要“全身心地聆听”，利用所有感官全神贯注于你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她创办的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该组织会为此先花费大量时间去了解自己想提供帮助的乡村和社区。

要想进行情景分析，你就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在探索的问题上。你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可以在网上查找问题的答案，还可以走出门一边观察世界一边思考问题。正如诺沃格拉茨所说：“花时间与大家一起坐下来，当他们向你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时要用心地聆听。”而当你决定进入自己想观察的环境时，就意味着你已经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问题中了。在对问题追根究底之前，你需要思考：“为什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它不是我的问题，那应该是谁的问题？”

斯里坎斯·斯里尼瓦斯曾让人们计算正方形的数量，也曾让人们寻找难以发现的机遇之窗。当我采访他时，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在讨论该怎样从提出一个问题寻求最初的突破点时，谈到了奈飞和宝丽来的故事。斯里尼瓦斯指出，这些提问者提出的问题都是最普通的问题——“为什么我必须支付滞纳金”“为什么照片不能即时成像”。这些问题其实可以被任何人提出来。之后，斯里尼瓦斯补充说：“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提出这些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就此付诸行动。”因此，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会为解决问题而采取行动？”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你可能会说，这可能与想象力和决心有关，也可能与绝望有关，比如菲利普斯就曾对他的假肢表露出绝望。但是，提到菲利普斯、宝丽来公司的创始人埃德温·兰德、奈飞的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爱彼迎公司的创始人乔·格比亚和布赖恩·切斯基以及这本书谈及的其他提问者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更多了。虽然这些人面对的难题远超出他们自身的解决能力，但他们仍然选择去解决自己的难题，并且不断提出与这个难题有关的问题。

仅仅提出一个问题，还是不断探求这个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这就与随意提出一个想法还是不断深化这个想法的差别是一样的。如果你选择后者，那么你提出的问题将可能成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强迫观念”（productive obsession），这一术语是由精神治疗师埃里克·梅塞尔（Eric Maisel）提出的。当你不断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你提出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沉下去，然后再浮出水面。而当这个问题根深蒂固地嵌入你的潜意识时，也就意味着它即将侵入你的梦想。接着，你将需要竭尽全力来与它对抗，因为它会与你一起走路，一起睡觉。而在提问的“如果”阶段，你做的这些事情最终都将被证明对提出问题的答案是有帮助的。

提问清单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1．为什么退一步反而会帮助我们前进？

2．当我们退一步时，究竟看到了什么？

3．为什么我们必须“质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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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奇思妙想带入现实

在改变人们听音乐的方式之前，蒂姆·韦斯特格伦曾在一个摇滚乐团里演奏。韦斯特格伦是一位音乐家，他当时知道，大多数乐队和音乐家与他的境况差不多，都在努力争取更多的听众。他认识的许多音乐家都颇具才华，但他们都逃脱不了音乐界的“第22条军规”：根据当时的社会境况，他们除非在广播节目中演奏，否则就不可能拥有大批乐迷，并且只有当他们已经拥有一批乐迷后，才能在广播节目中演奏。

这种情况促使韦斯特格伦提出了最初的“为什么”问题：“为什么优秀的音乐家找不到本应属于他们的听众？”这个问题一直都在他的脑海里萦绕。后来，他从乐队辞职，在电影业找到了一份工作——作曲家。这个问题却仍然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新的行业，韦斯特格伦的工作是制作能迎合他人品位的音乐。他对美国财经媒体《街边》（The Street）说：“作为一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你的工作就是要迎合导演的品位，提供他们想要的。”不过，韦斯特格伦并不只是问导演们喜欢什么，还尝试演奏各种类型的音乐给他们听，观察他们的反应。随后，他创作出了一种被他称为“通俗音乐品位基因组”（informal genome of musical tastes in my head）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顿悟”，尽管你在连接性提问中一瞬间就能有所顿悟。韦斯特格伦正在读一篇有关艾美·曼（Aimee Mann）的杂志文章，艾美·曼是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但她的乐迷却不多，用韦斯特格伦的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块无主地……她被束之高阁，她的唱片也没有被发行”。

当读到关于艾美·曼的文章时，韦斯特格伦一直思考的关于音乐家为什么找不到听众的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只是在他的脑中打转了。韦斯特格伦逐渐开始将自己最近了解到的对音乐进行重新组合的方法与艾美·曼及其他许多音乐家面对的难题结合起来。

韦斯特格伦想：“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利用音乐将艾美·曼和一个欣赏她的作曲风格的听众联系起来，那会怎样？”

韦斯特格伦知道，现在创建算法的技术能进行相当简单的、可预测的推荐。比如，“如果你喜欢那本谋杀悬疑类的书，那么这本谋杀悬疑类的书你可能也会喜欢”。不过，他的预想比某些算法更加精致和复杂，他想做一个系统，用来分析你为什么喜欢你喜欢的那种音乐，但这个系统需要基于几十个（可能是成百上千个）微妙的音乐特征和属性而建立。为此，他必须找到一种能将音乐分解成最基本的元素的方式，或者利用生物类推法来找到音乐的基因。所以，他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绘制音乐DNA图谱，那会怎样？”

一旦有了“如果”这类问题，之后他需要做的就是分享想法并努力争取支援，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人的做法无异。韦斯特格伦成功地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支持（部分来自他刷爆的信用卡），并雇了一支由音乐家和技术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接下来，他们便开始进行实验了。

韦斯特格伦雇用的那些音乐家每天就会来和他一起工作。他们戴上耳机听音乐，并将每一首乐曲分解成大约400个属性，从大类入手，比如旋律、和声、节奏、乐器和声乐表演，等等。然后，他们又把每一个类别进一步细分成基本的元素或叫作“基因”，比如，声音从刺耳到平缓可以有多达25～30个属性。当音乐家分解乐曲时，技术工程师正在尝试开发出一个专门的搜索引擎。这两个部分都非常关键，韦斯特格伦认为，他正在开发的秘密武器会将人的判断力和算法结合起来。

韦斯特格伦和他的团队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原型。“因为用这种方式分析音乐需要花上一段时间，”韦斯特格伦这样解释道，“实际上，做这样的事情真的非常荒唐，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策略了。”

第一次测试这个原型时，韦斯特格伦输入了一首甲壳虫乐队的歌曲的名字，系统紧接着就给出了一个推荐：一首比吉斯乐队（Bee Gees）的歌。韦斯特格伦随之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带有迪斯科风格的比吉斯乐队的歌曲，这让他略微震惊了一下。韦斯特格伦创造的系统至少在音乐方面比他自己更聪明，比吉斯乐队早期歌曲的音乐风格确实类似于他输入的这首甲壳虫乐队的歌曲。

如今，潘多拉网络电台拥有7 000万听众。韦斯特格伦非常自豪，这不仅是因为他解答了有关是否能绘制音乐DNA图谱的问题，还因为他回答了自己最初提出的问题：怎样找到一种将音乐家和听众联系起来的方式？

韦斯特格伦每天都会说，潘多拉网络电台总是能选取那些不太知名的乐队的音乐，并将这些音乐分享给最想欣赏它们的听众。这些听众可能不关心音乐基因或前景黯淡的音乐家的职业前途，但这项服务为他们解答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如果一个无线电电台比你更了解你喜欢的歌曲类型，那会怎样？

潘多拉网络电台的创业故事像许多新创公司一样，起初都是某个人意识到某个尚未满足的需求，进而提出一个问题。最后，提问者将找到的解决方案转化为现实。

从提出问题到将解决方案转化为现实，这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这就是提问中比较艰难的阶段。在创建潘多拉网络电台的过程中，韦斯特格伦将自己的想法和考虑到的影响因素融合在一起，也将自己对音乐的了解与他从技术中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而他还受到一篇杂志文章的启发，并将其与一个看似与音乐毫不相关的领域（生物学）建立起关联，于是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就开始在他的脑中形成。所有这一切最终促使了一个似乎难以成真的假设的产生，这个假设可能是可行的，也可能是不可行的，但这足以让兴奋的团队勇敢地面对挑战，努力让这个假设变成现实。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当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时，在提问的过程中，“如果”阶段就显得没什么价值了，因为这些假设在更具实际意义的“怎样”阶段可能会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创新来说，花上一段时间让那些漫无边际的、不可能的想法不断浮出水面却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为什么”有一种穿透力，能让提问者顺利通过设想出的问题挖掘到难题的本质，那么“如果”就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因为它允许我们不受任何限制或约束地去思考，激励我们去充分发挥想象力。约翰·希利·布朗曾写道：“为了让想象力活跃起来，我们就必须有机会看到事物表面之外的东西。于是，我们要以一个简单的‘如果’这类问题作为开始。而这个问题则会把一些意想不到的事物或看似不太真实的事物引入到现实中来。”

在潘多拉网络电台的创办历程中，“如果”一类的问题确实将“奇怪”的事物引入了现实世界——韦斯特格伦有关“可以把广阔的音乐世界按照基因的方式分解”的想法确实让人觉得有些荒唐。因此，虽然“如果”阶段很美，但前提是我们要欢迎异乎寻常的想法存在。

这些漫无边际的推测性想法到底从何而来？很显然，如果我们知道这种来源的精确位置以及接近它的方式，那么创造力就没有那么神秘和不可预测了。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要想提出新颖的想法或具备新颖的见解，就需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各种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然后，再把那些起初不能一起考虑的事物重新结合起来考虑。而新颖的想法或见解很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通向具有想象力的“如果”阶段。爱因斯坦和其他人都提到过所谓的“组合思维”，我也在本书中使用了术语“连接性提问”来着重强调提问的过程。无论怎么称呼这些术语，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将想法、影响因素和各种事物进行混合搭配的心理过程，就是创造力和创新的根源。

借用别人的想法，智能重组

在想出新颖的想法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束手无策的，明白这一点会让我们稍感轻松。我们能将现有的东西作为产生新想法的原料。另外，还有一种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可以用一种聪明的、不寻常的和有用的方式将这些零碎的东西连接起来，并最终进行“智能重组”（smart recombination）。而这一术语似乎是由英国设计师约翰·撒卡拉（John Thackara）提出的。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如果我们把三种零食混合起来变成一种，那会怎样？如果再附赠一个奖品呢？

19世纪90年代，弗雷德里克·鲁克海姆（Frederick Rueckheim）从德国毕业后，来到美国芝加哥寻找机会。鲁克海姆注意到，糖果、花生和爆米花越来越受欢迎，于是他想知道：“如果我能将这三种零食混合起来变成一种，那会怎样？”他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展览会上出售了这种混合物，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涂抹上糖浆的爆米花会黏在一起成为一坨，并且“糖浆爆米花和花生”这个名字虽然不错，但没能激发人们的兴趣。怎样才能避免让爆米花黏在一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鲁克海姆在混合物中添加了油。1896年，有人在尝了这种零食后大声说：“玉米花生糖！”鲁克海姆接下来就决定将这种零食叫作“玉米花生糖”（Cracker Jack）。作为一个资深的提问者，鲁克海姆一直想知道：在玉米花生糖中可以添加什么才能让它更具吸引力？1913年，他添加了最后的“原料”——一份小奖品。

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智能重组的例子。比如，潘多拉网络电台就是无线电台和搜索引擎的结合，它也采用了遗传密码式的生物模型，并将这一模型转换成适用于音乐领域。巧妙的重组往往从不同领域中提取想法或影响因素，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在今天的技术世界里，许多出类拔萃的产品都是“混合物”——用新的方式将诸多的功能和特性融合在一起，比如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

公司也可以进行智能重组。奈飞以视频租赁业务起家，采用类似会员健身俱乐部一样的运营方式，而现在还增加了“影视制作工作室”。爱彼迎把线上旅游中介、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提供住宿与早餐的传统模式结合起来，其中同时提供住宿和早餐这种传统模式也是很久以前的智能重组。

人们把各种想法不断结合起来的历史由来已久，而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就更可以自由地创造“混搭”模式以及各种可能性。按照《连线》杂志的说法：“创造性活动并不需要你白手起家，而是需要你在现有文化产品的基础上创造新事物。”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出智能重组。有时，这些重新组合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比如“怎样才能将这种赚钱的事物和那种赚钱的事物结合起来，从而赚更多的钱？”有时，重新组合能让你收获意外的惊喜。《吸血鬼猎人林肯》（Abraham Lincoln，Vampire Hunter）这本书非常受欢迎，它就是智能重组的典型例子。该书的作者塞斯·格雷厄姆-史密斯（Seth Grahame-Smith）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一张专门放畅销书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有关吸血鬼的书，而旁边的桌子上高高地堆积着有关林肯的传记。格雷厄姆-史密斯后来向《纽约时报》表示，当他看到这两摞书时：“我灵机一动：‘如果能将这两个题材结合起来，岂不非常棒？’”

尽管许多重组并不一定都是“智能”的，但重组的事物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它们都将早已存在的元素重新混合成了一种新事物，这种新事物不仅具有独创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也十分令人惊奇。当我们把想法或影响想法的一些因素结合起来时，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逻辑性或天然联系的事物就会巧妙地重组，而一旦重组形成，这种混合物的力量就是非常强大的。

戴维·科德·穆雷（David Kord Murray）曾经是一位火箭专家，他先是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后又成为财捷公司（Intuit）的首席创新家。穆雷在自己的著作《如何打造你的爆款创意》中做了一项有关创造力的研究。按照穆雷的说法，“创新的本质是我们在现有理念之外构建出新的理念。”在书中，穆雷引用了爱因斯坦、华特·迪士尼、乔治·卢卡斯和史蒂夫·乔布斯等人的故事作为主要的创新者案例。他指出，这些创新者“定义问题、借用别人的想法，然后把这些重新结合”。他们通过将似乎无法结合在一起的事物结合起来，以及从所属领域之外的地方借来想法，就能使这一切重新组合。

善于进行连接性思考的创新者往往会尝试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进行连接。比如，当华特·迪士尼计划建造一座新的游乐园时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如果这座游乐园可以像一部电影一样鲜活，那会怎样？穆雷说：“由于持有这一想法，华特·迪士尼开始逐渐明白了一座像电影一样的游乐园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最终，他创建了一座有故事色彩的游乐园，游乐园里的员工则都变成了演员。”所以，创建主题公园现在来看明显就是将游乐园和电影进行了智能重组。因此，当华特·迪士尼引入这种混合性的主题游乐园时，人们就会感觉既新鲜又惊奇，而这种游乐园也很引人注目。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正如穆雷指出的，如果最具创意的理念是把看似没有联系的想法连接起来，或把看似有巨大分歧的想法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意味着连接性提问不只是提问“如果我们将A和B结合起来，那会怎样”而且要问“如果我们将A和Z结合起来，那会怎样”（或者更好的问法是，如果我们将A和26结合起来，那会怎样）为了搭建这些不合逻辑的连接，默里建议：“你必须让符合逻辑的思维安定下来。”最近的一项神经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指出，人类大脑是一个连接各种提问的机器，它永不停歇。大脑往往把看似不相干的零碎事物重新整合到一起，并且不断地提问：如果把这个与那个放在一起，那会怎样？这样它就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分类和整理。

堆积客观信息，带着问题散步

“当我们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X必须是它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我努力想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那会怎样？这就是发散性思维的一种形式，它能激发大脑中的一些有趣的活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医学院的肯·海尔曼教授如此说道。

海尔曼认为，为了了解大脑内部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先要把大脑看成是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他说：“我们可以将一个神经元或一个神经细胞看作是森林中的一棵树。”在这个类比中，细胞体变成了树干，轴突和树突则分别是树的主要枝干和小分支，它们会延伸到大脑中非常远的地方。“在大脑中，有些树之间的距离会比另一些树之间的距离更加紧凑，枝干之间也会产生联系。”当这些联系形成时，“神经连接”就相应形成了，大脑也就可以产生新思想、新想法和新见解了。

在产生有创意的见解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神经连接都能起到同样的作用。神经学家约翰·库尼欧斯指出，心理联想和心理关联则更能说明这一点。比如，当我们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联系起来时，心理联想和心理关联就会在大脑的左半球发生。但是，远隔联想则需要更多的神经延伸，“就像当我们想到‘桌子’，进而想到‘桌子下面’时”，此时大脑的右半球更适合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它由枝干更长的细胞组成。

海尔曼、库尼欧斯和其他人已经发现，智力上的突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难题或想出更具创新性的新想法，此时大脑的右半球就会发生远程连接。我们能具有某些创意是因为，树突已经与遥远的“大树”枝干取得联系，这样我们就能将通常看似毫不相关的思想、零碎的知识和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仅提问“为什么”和“如果”类的问题未必能引起这些神经连接发生，但是提问却能滋养树木，延伸其枝干到达的范围。钟晨波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商学院的教授，他针对连接性思维或联想思维已经做了大量研究，比如为什么联想思维可以产生非凡的洞察力和创意、是什么在鼓励大脑参与这种思维方式的运作，等等。他的研究已经发现，我们不必控制大脑去搜寻这些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远程连接，但却能指导大脑进行这种搜寻，比如把目光聚焦在一个有待解决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上。钟晨波证实：“首先，明确你的目标，或想出你到底该解决什么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意识地去解决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你的无意识心理发挥作用的一个好机会。

此外，如果你有一颗好奇心，并且真的会通过提出问题和收集知识去满足好奇心，那么这也能帮助大脑完成连接性提问，其方法就是向大脑提供“大量可以关联的原材料”，正如钟晨波提出的那样。尤其，如果你的好奇心一直聚焦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且你一直在做深度思考，并进行情景分析，同时提问时采用不同的视角，其中包括多个“为什么”类的问题，那么这些都会变成你的大脑产生深刻见解和进行智能重组的“饲料”。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如果只用圆点和破折号就能将这个世界分类，那会怎样？

1948年，美国费城一家超市的总经理参观了德雷塞尔大学的校园，他想看看学生们是否能开发出一种将产品数据以编码来进行管理的有效方法。据《纽约时报》叙述，曾有两个毕业生尝试去做，但在刚开始时就陷入了困境。之后，其中一个毕业生整个冬天都在迈阿密海滩的祖父母家里，思考怎样完成这个挑战。为了能让信息可视化，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代码。约瑟夫·伍德兰（Joseph Woodland）曾提出疑问：“如果能将可以无限制地进行组合的莫尔斯电码（Morse code）改编成图表的形式，那会怎样？”当伍德兰的手指掠过海滩上的沙子时，受到沙滩上这些粗细不一的痕迹的启发，他也就逐渐开始了一系列连接性提问。随后，他想道：粗线和细线可以代替圆点和破折号。最终，伍德兰和他的同学发展了这种构想，并将其申请专利，条形码由此诞生。

即便初学者的思维方式非常适合探讨一个问题的早期阶段，但随着你推进到设想解决方法的“如果”阶段，更有效的办法就转换成获取与该问题有关的知识，并且最好是从各种观点中收集知识。掌握与你想探讨的问题看似毫不相干的知识也是有帮助的，这些知识可能与核心问题没有关系，但随着你堆积的各种客观信息越多，产生意料之外的关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海尔曼指出，那些阅读广泛和游历过很多地方的人以及那些兴趣广泛和有跨学科教育背景的人具备着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们可能产生更多的想法连接，也可能更具创造力。

让大脑仓库储满知识能帮助你开启头脑风暴，让你想出“如果”一类的问题，而各种尝试解决问题的练习则能帮你实现这些想法。但要记住，在努力激发连接性提问之前，只有当我们处于分心状态或无意识状态时，才能产生更多的连接性提问。因此，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带着问题散步或者带着它去博物馆。又或者如果你觉得自己运气不错，那就带着它入眠吧。

在专注与漫不经心之间思考

早在海尔曼深入探讨神经元和树突的相关问题之前，还是名学生的他就发现了创造力和大脑功能之间的关系。他说：“大学期间，每当我参加考试时，我都会非常焦虑。因此，我想出了一个方法——首先，我总是先回答简单的问题。然后，随着焦虑慢慢减少，我再开始回答那些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方法对我的考试很有帮助。”

虽然海尔曼当时还不知道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从生物学和化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方法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当你感到焦虑时，你的大脑就无法产生更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后来，他在研究中了解到了这一点。他说：“当你试图获得最简单的答案时，你可能只会过多地关注外部世界。但当你放松时，就能进入内心世界。”在放松的状态下，你的神经网络就会打开，更自由地进行各种连接。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作为一个提问者，花时间来探讨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不是立刻回答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与一个问题“生活在一起”，思考它，然后远离它，允许它处于混沌状态，那么你就能给大脑一个机会，让其想出各种新鲜的见解和“如果”一类的可能性，从而实现突破。

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钟晨波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处于放松或分心状态时，他们常常会想出更多新奇的想法或解决方案。钟晨波将这个过程称为一种“漫不经心”（inattention）的状态。他由此提出：“为了产生突破性的发现和开拓性创作，艺术家或科学家应该简单地沉浸于白日梦当中吗？”

钟晨波承认，白日梦本身显然不是答案。在解决创造性问题的中间阶段，白日梦能对找到答案有所帮助。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当你的注意力介于集中和不集中之间时，你的思考状态可能是最好的。例如，当十几岁的杰克·安德拉卡想到要发明测癌试纸时，他就处于这样的状态。

在一个家族朋友死于胰腺癌之后，安德拉卡便首次开始关注早期癌症检测的相关问题。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了解到每天大约有100个人会因为这种疾病而濒临死亡，许多人甚至发现自己患上这种疾病时已经为时已晚。在确定了早期癌症检测面临的核心问题以及早期癌症检测可以拯救生命之后，安德拉卡想知道：“为什么胰腺癌检测不可以既快速又廉价呢？”

安德拉卡不是一位接受过系统性培训的科学家，但他的确是一个每每拿到科学杂志就如饥似渴地阅读的科学迷。他早就明白，若想设计出一个好的检测方式就需要将不同科学分支的想法结合起来。最终，安德拉卡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因为他持续地将从不同领域了解到的零碎信息结合起来。

安德拉卡说：“我挑选了《癌症杂志》（Cancer Journal），然后挑选了一篇物理学文章，接下来又随机挑选了一篇化学文章，这些内容我都会阅读。在阅读完这些文章后，我会找时间坐在沙发上放松一下或到处走走，并进行思考。比如，我会想：如果我把来自不同领域的理念结合起来去解决问题，那会怎样？于是，我就在自己的脑海里酝酿怎样实现这个想法，并且我还要考虑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理念究竟能否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在一起。”

首先，安德拉卡会从不同的领域中挑选出他需要的理念，然后他会把这些理念结合起来，他偶尔也会呆坐在沙发上思考。通过阅读大量文章，他了解了有关碳纳米管的知识，于是他开始把碳纳米管作为连接物。他发现：“碳纳米管有一种属性，当你将它们分开时，它们本身所带电的性能就会发生改变。而当你将蛋白质固定在碳纳米管上时，蛋白质内部就产生了抗体。”这一发现让他深深着迷。于是，安德拉卡提出了更深入的“如果”一类的问题：“如果我用一个附有抗体的单壁碳纳米管去接触胰腺癌细胞的蛋白质，那会怎样？”

这一想法的出现令安德拉卡十分欣喜。虽然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但也已经有希望找到答案了。他指出：“我的想法有50%的可能性是对的。”之后，他针对抗体和其属性做了大量研究，“一切都可以行得通了，我的信心也随之增加。当然，我的父母认为我疯了”。接下来，安德拉卡与他的哥哥探讨了这个想法的可行性，他的哥哥卢克是一位化学家。“我对他说：‘嘿：这个想法听起来正确吗？’他说：‘噢，不对，这永远不会奏效。’”

随后，安德拉卡给200位教授发了电子邮件，其中有一位教授对此非常感兴趣，提供他进入实验室进行研究的机会。这个时候，安德拉卡需要去思考另一个问题：“怎样让人们觉得这种测试既廉价又可靠？”虽然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轻松，但他最终开发出了一种试纸。值得注意的是，这可是他在15岁时发明的。在检测癌症方面，他所发明的方法比市场上的任何方法都要快100倍，敏感性也比市面上的高400倍。尽管这种测癌试纸的价格是目前检测技术的1/26 000，但准确率却是100%。安德拉卡的发明使他在“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博览会”上荣获大奖，他也因此受邀成为2013年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演说会的特别嘉宾。

安德拉卡曾经描述过他的思考过程：闭上眼，让所有吸收到的零碎信息产生关联。他的这种做法不免让我想起了谷歌客座科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他在一次采访中阐述的自己的思考方式与此类似。(18)库兹韦尔说，当他致力于解决一个不曾碰到的难题时，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就会花时间仔细地去想这个问题。在这期间，他会回顾所有与该难题相关的问题和挑战。随后，他进入梦乡，让自己在无意识中继续工作。

现今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描述了我们怎样在无意识中解决问题。最近，萨姆·麦克纳尼（Sam McNerney）在智囊论坛网站Big Think上写了一篇文章，他用大量最新研究证明了睡觉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困难的问题，而那些问题通常需要一个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麦克纳尼在文章中援引了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话：“你的问题可能在前一天晚上是一个难题，但到了第二天早上，经过‘睡眠委员会’对它的处理后，这个难题就被解决了。”

关于白日梦及它在帮助人们产生新颖的、开创性的想法方面的相关研究也早已出现了。我们曾听说过“浴中哲思”的说法，也经常这么说，而这种说法的确是真的。在所有类似的放松时刻中，似乎都有一种相同的神经力量对你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所帮助。睡眠或放松可以让大脑与日常干扰分割开，从而让我们转向对内心的探索。此时，我们的右半脑会变得更加活跃，让我们进入更有效的思维连接阶段。

当然，散步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埃德温·兰德在度假胜地散步后，就产生了一些新想法。另外，像长途驾驶或其他清闲解闷但又不过度分心的活动同样能产生类似的效果。然而，看电影就会使你太过分心了，它会“关闭”创造性思维。

神经学家约翰·库尼欧斯曾指出，做一些修补工作或涂鸦也能产生有利于捕捉灵感的“漫不经心”状态。“你用左手涂鸦和用右手涂鸦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库尼欧斯说，“左手涂鸦可能会刺激大脑的右半球。”

如果你想休息一会儿，同时也想促进自己提出连接性提问，那么去参观博物馆可能是一个好选择。放松不仅能刺激想象力的产生，也能给思考留有空间。它可以使你获得灵感，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些提问者，他们都是在放松状态下进行想法的创造性连接和智能重组的。在放松状态下，许多想法和对问题的影响因素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从而为产生心理连接提供丰富的原料。设计师乔治·路易斯声称，他的一些非常棒的创意都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漫步时产生的，他说：“博物馆真是让人产生顿悟的好地方。”

连接性提问一般发生在“如果”阶段。该阶段的关键在于，当你需要解决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时，如果你花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会持续聚焦于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方式来激发“如果”一类的问题产生，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练习来做到这一点。但是，为此你需要让自己的思考频率慢下来，趋于平静状态，让这个问题慢慢酝酿。如果还是一无所获，那么你还可以在早晨准备起床时找个借口赖床：“再给我10分钟，我需要再多进行一些连接性提问。”

“想对”容易“想错”难

如果睡觉或做白日梦都不能让你产生非常棒的想法和“如果”这类问题，那么你还可以尝试其他一些可以激发你的灵感的思考方式，其中一种就是故意去“想错”。

你可以在“创新思维之父”爱德华·德博诺（Edward de Bono）的著作中发现这一理念的提出根源。(19)最近，这一理念受到青蛙设计公司（Frog Design）等创新公司和斯蒂芬·施德明（Stefan Sagmeister）、约翰·比伦贝格（John Bielenberg）等设计师的青睐。在解决创造性问题的初级阶段，他们都运用了发散性思维，而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让我们产生大量想法，甚至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标新立异的想法。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能做到“想错”并不容易，因为当大脑处于有意识的状态时便会排斥一些完全开放的想法，也会阻止我们产生更广泛的连接性提问。由此可见，大脑往往通过沿着熟悉的神经路线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来努力解决难题。

通过故意“想错”产生的“错误想法”会迫使你的大脑脱离一些可预测的轨道，从而产生似乎没有任何意义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往往会把那些没有关联的事物混合匹配起来。作家、成人学习专家凯瑟琳·泰勒（Kathleen Taylor）拥护这种思考方式，她表示“想错”能激发我们的创造性思维。从神经学角度来讲，当你迫使自己面对彼此冲突的想法或乱七八糟的想法时，你也就摇动了大脑的突触。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一些旧的、陈腐的神经连接可能会减少，新的神经连接就更容易形成。

比伦贝格因运营了一家名叫“M计划”（Project M）的问题解决工作室而闻名。在过去20年里，他一直教人们怎样“想错”。正如比伦贝格解释的那样，真正有天赋的创新者和有创造力的天才在产生一些非凡的想法时，并不是采用了什么令人惊奇和不寻常的思维方式。他说：“毕加索和史蒂夫·乔布斯是天生的‘想错者’，但我们却必须在后天努力去‘想错’。”

在比伦贝格的工作室里，他要求参与者在没有丝毫关联的想法甚至单词之间进行“随机连接”（random connections）练习，从而帮助参与者“想错”。例如，他会让参与者进行一个简单的单词练习，这个练习只需要你手里有一本词典就够了。首先，你需要选择一个大数字和一个小数字，比如342和5，根据这两个数字，你就需要翻开词典第342页，找到第5个单词。然后，你要试图围绕这个单词进行联想，比如将这个单词拆分，重新排列字母，从而组合出其他单词。接下来，你需要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想出第2个单词来，再看看自己是否能用这两个单词形成有趣的组合，或许你会由此想出第3个单词来。

许多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艺术家都利用类似的单词组合练习来使他们的创造力喷薄而出。这种练习非常受欢迎，甚至有许多手机软件开发商开发了类似应用程序，使你只需摇晃智能手机就可以进行练习。比如，“灵感生成器”（Idea Generator）这款应用程序会随机选择3个单词让你进行组合。

在比伦贝格的工作室，根据参与者的情况，比伦贝格会将这种随机组合的练习一步步地提升等级。比如，让银行职员先设想自己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比较离奇的业务情景，再设想一个与自己的业务完全无关的情景。接下来，让他们尝试将这两种情景结合在一起。比方说，如果《芝麻街》（Sesame Street）(20)的制作人来运营银行会怎样？银行出纳员工作的地方会放木偶吗？对于这种随机组合练习，比伦贝格做了很多变更。

几年前，我拜访了一家工作室。这家工作室由创造力顾问汤姆·莫纳汉（Tom Monahan）运营。莫纳汉会指导人们进行一种他称作“180度思维”的练习，这种练习其实质就是“想错”，只不过名字不同而已。在莫纳汉的练习中，他鼓励参与者设想一个看似没有用的事物怎样变得有用，比如一个不能烘焙的烤炉或一辆不能动的汽车。这似乎听起来很疯狂，但是当你做这种练习时，有趣的事情就出现了，你可能会想出一些很离奇的点子，比如烤炉除了烘焙食物以外还能做什么？那汽车呢？

这种“180度思维”练习的目标并不是让你必须立刻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创意。只要能想出一些值得深入探究的想法，你就已经实现练习的目的了。进行这类练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当面对一个难题或挑战时，我们要怎样训练自己想出广泛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把那些毫不相关的想法结合起来的想法。而这种练习会锻炼我们不断去思考“如果”一类的问题。

正如约翰·希利·布朗指出的，“如果”一类的问题可以放飞想象力，因为这类问题允许你“并非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形态”。简言之，它们允许你去改变现实。

卢克·威廉姆斯（Luke Williams）是青蛙设计公司的前创意总监，也是《颠覆性思维》一书的作者，他曾谈到过用“如果”这类问题“反转”现实的各种方法。如果现实是当人们进入一家餐厅后，服务员就为他们提供菜单，那么相反的假设就是：“如果一家餐厅只在顾客离开时才提供菜单，那会怎样？”与威廉姆斯合作的一些客户会利用假设性问题来挑战一些有关顾客行为的最基本的设想。

在《颠覆性思维》一书中，威廉姆斯引用了乔约·斯托（Jonah Staw）的例子，斯托在与朋友结束晚餐后，他们交流起了大量不可思议的经营理念。有人问，如果某家企业打算卖不配对的袜子，那会怎样？这种经典的“想错”例子可能就是来自比伦贝格或莫纳汉的工作室。今天，斯托创办的LittleMissMatched公司出售的就是这种乱搭的彩色袜子，它的消费者多是年轻女孩。这些女孩认为，穿着这种袜子是一种玩转时尚的表现。目前，该公司的生意非常兴隆。

我们可以用“如果”这类问题来改变过去，展望未来，想出更多未来的可能性。爱彼迎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乔·格比亚最喜欢的问题之一就是：“如果我们一无所有，那会怎样？”在商业领域，这个问题有着非凡的意义，而它对于人们思考自己的人际关系或生活选择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也可以用“如果”这类问题来减少失败的可能性，你只要简单地提问“如果我们不能失败，那会怎样？”就可以了。总之，我们能用这些假设性问题去想象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即便我们能通过“如果”这类问题来“逃避”现实，但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却必须与现实做斗争。一种创新或创造性突破可能就是从“想错”开始的。但是，当我们从单纯地设想转为考虑怎样实现设想时，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而当我们围绕着那些可能的事情有一些发散的、异想天开的想法时，就意味着我们正在从“如果”的思考阶段迈入“怎样”的解决阶段。

提问清单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1．如果你的大脑是一片枝繁叶茂的森林，那会怎样？又如果，那些树木的枝杈彼此交叉，那会怎样？

2．如果你带着一个问题入眠，那么当你醒来时会得到答案吗？

3．如果你的想法是错的，你的袜子也不匹配，那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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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思考不如立即行动

当你做白日梦或睡觉时，所有的心理关联就会聚在一起，帮助你在大脑中形成“如果”这类问题。所以，此时你会在无意识中产生创造力。由于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你睡醒后准备去工作时，因此它对高里·南达（Gauri Nanda）来说就是一个麻烦，这是由于南达早上起床有点儿困难。

南达一直想要解决起床困难这个问题。于是，她开始提出“为什么”一类的问题：“为什么我总是睡过头？”“为什么我的闹钟不能把我叫醒？”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她已经习惯一遍又一遍地关掉闹钟，就跟大多数人一样。南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设计，她有一套解决问题的诀窍。在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后，她提出：“如果让关掉闹钟变得很困难，那会怎样？又如果你的闹钟使你不得不起床，并且你还要追上它才能将其关掉，那会怎样？”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产生：“如果给闹钟装上轮子，那会怎样？”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连接性提问类的问题。而在想到要创造第一个带轮子的闹钟后，南达立即针对这一“如果”类的问题采取行动，不过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想法，每个人可能都会想到给某个东西装上轮子。但问题是，怎样将轮子装在闹钟上？

南达开始行动了，她开始收集有关自己的推测性想法的反馈信息，而收集反馈就可以被看作她逐渐进入“怎样”阶段了。在这个过程中，她问了几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对于闹钟从床头柜上滚下来并迫使你下床追着它关掉这样的想法，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笑了，但不是嘲笑，只是觉得很好玩。”她的朋友们也表示，如果真有那种闹钟，他们可能会买。

南达把她现有的材料与从大学实验室里借来的材料相结合，制作出了第一个试验品。这个试验品的部分材料来自乐高积木，其中包括积木中的汽车和轮子，这些组成了她的闹钟原型——落跑闹钟（Clocky）。为了给闹钟创建保护层，缓和它经常从床头柜上滚落时的冲击力，南达使用了粗毛毛毯的材料。她回忆称：“这让闹钟看起来有点像一只长毛动物。”

在测试她的发明时，南达意识到：“事情实际上比我想象的更困难。”让闹钟滚下来很简单，但让它从床头柜上掉下来仍完好无损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她承认：“闹钟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怎样消解闹钟滚落时产生的震动？南达将加固的电池放进闹钟，又给闹钟添加了更大的轮子，为的就是让闹钟承受住它掉下来时的冲击力。这些措施都是南达通过反复进行测试而想到的，她让闹钟一遍又一遍地掉下来，以观察闹钟是怎样扛住这些撞击的。在测试期间，南达也认识到，落跑闹钟的移动路径是可以提前猜到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抓住它。因此，她必须想出来怎样让闹钟的滚动路径变得更难以预料。后来，她在闹钟里放置了微处理器，这样闹钟就能以各种不同的速度遵循各种各样的路径移动了。

南达的古怪计划引起了许多科技博客的注意，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议。而南达还因此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她展示了自己那尚未完成的发明。现在，南达面临的挑战是，怎样继续完善闹钟的外形，以等待合适的时机发布。所以，南达必须把连接闹钟跟电路板的那些露在外面的线隐藏起来，换掉粗毛地毯材料。最后，她用一种牢固的硅材料取而代之。

后来，落跑闹钟的外形清爽多了，在几次媒体亮相之后，消费者对于这款产品的兴趣不断增加。现在，南达必须思考这些问题：“怎样增加生产？怎样处理订单？又怎样开办一家已做好充分准备的企业？”

2006年，在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后，南达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之后的3年内，该公司销售的落跑闹钟超过了50万个。这款产品之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是源于南达的连接性质询技巧，以及她乐意提出“如果”一类的问题。但是，假如南达没有针对这个异乎寻常的想法采取行动，也没有一步步地将想法付诸实践，那么这款产品就永远也不会问世了。

提问的“怎样”阶段就是使想法成为现实的阶段，而南达让原本只存在于她脑中的闹钟最终走进了现实生活。在这一阶段，事物往往会聚在一起然后再分开，如此反复。我们必须面临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为事情往往并不按照计划中的那样进行。当然，强调提问的“怎样”阶段多么困难并不是为了说明提出“为什么”一类的问题就能轻松挑战假设，或提出“如果”这类问题就能轻松构想出新的可能性。这些步骤都需要我们面对困难时向后退一步，以及具有跳跃式的想象力。事实上，“怎样”阶段是一个漫长的、需要面临重重困难和无数次失败的阶段。你将来可能会从自己经历的这些失败中汲取很多教训，但当面对这些失败时，你却未必会认为它们将会对你有帮助。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在“怎样”阶段早期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确定自己的想法并决心付诸行动。在完全开放的“如果”阶段中，一个人往往会提出很多问题，探索多重可能性，产生切合实际或看似有些异想天开的众多想法。但到了实践想法的时候，你必须窄化这些可能性，只关注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想法。

在你将一个想法付诸行动的过程中，找到分享想法进而获得反馈的途径就显得尤为关键。我们的大脑中总是会浮现出各种想法，但大多数最终只是被储存在脑海里而已。如果你告诉别人自己正努力解决某个问题，那么就相当于你承诺要解决这个问题了。设计师萨姆·波茨（Sam Potts）注意到：“把你的想法告诉别人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会督促你坚持到底，如果你不做出什么行动，就会被别人认为你很蠢。”

南达问她的朋友：“对于带轮子的闹钟，你有什么想法？你想要类似的东西吗？”由于她与朋友分享了想法，得到了反馈，也就意味着她决定要做这件事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口头上问出的话很有意义。但只是口头上说说并不代表你已经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了，你必须真正去做。因此，你的问题或想法一定要是有形的和可分享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能够向他人传达，可能还需要经受住考验。

描绘出一个想法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把它写在纸上。在开始动手制作落跑闹钟之前，南达在纸上画了草图。她在纸上把自己的想法用语言描述出来。这种描述可能是一个总结，也可能是一个提议，而如果你能把自己的想法以图形的形式描述出来就更好了。视觉专家戴维·西贝特（David Sibbet）说：“如果你想让人们对同一个问题形成同样的心理模型，那么最快的方式就是用图来描述这个问题。”

你可以把想法画在一张餐巾纸的背面，也可以在平板电脑上用各种素描程序把它画下来，还可以用互联网上现有的艺术作品来表达你的想法。当一种想法被描述得越来越复杂时，就意味着它进入了原型阶段，比方说，一个测试网站或者一个产品的早期三维模型，例如南达的粗毛地毯闹钟。

对于一些任何人都可以制作完成的事物来说，“原型”这个词显得太技术化了。一个原型可能是一个YouTube短视频——制作电影的第一步；可能是一项试点工程或一次运行测试；可能是一个由多种材料粘连起来的初步模型；可能是一个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制做出的复杂的3D透视图；还可能是一个任何能展现想法的初期模型。IDEO公司的设计师迭戈·罗德里格斯（Diego Rodriguez）曾评论说：“原型可以将问题形体化。”当你让问题具有了形体，这个问题就很难被忽视了。于是，南达提出的“如果给闹钟装上轮子，那会怎样”的问题就非常引人注目了，尤其当人们真的看到一个带有轮子的闹钟时，就更难忽视这个问题了。

如今，我们可以利用技术以低廉的成本快速地创造出任何形状、任何形式的模型。现在，有一些应用程序可以让任何人都变成素描艺术家或网站设计师，还有一些软件也能让用户创作出高度复杂的模型。而我们还可以把这些模型放在各种假设性情景下进行测试。比如，我们可以让一栋建筑的数字模型受到模拟的地震冲击，然后看看这个建筑模型是怎样在地震中屹立不倒的。

当3D打印技术在未来几年大范围普及，并且价格越来越低廉时，我们很可能会创造出更多的原型。通常，我们会在电脑上绘制一张图以描述自己想要创造出的那个事物，然后根据这张图制作出一个由塑料或钢材料构成的实体。正是技术让这个过程变得很简单。按照软件设计公司Alibre首席执行官J.保罗·格雷森（J. Paul Grayson）的说法，技术“能让普通人实现他们的想法，并将其转化成真实的产品”。简言之，技术提供了一种让我们的问题从精神世界进入物质世界的方式。

许多人在让他们的个人想法进入公众视野时都会有恐惧心理，尤其在想法还比较粗糙的早期阶段，人们的恐惧心理更甚，但技术却无法帮助人们减轻这种心理压力。正如作家彼得·西姆斯（Peter Sims）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的那样，学生时代甚至在毕业后进入商业领域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都被灌输了这种思想：要隐瞒自己的想法，除非这些想法已经非常成熟、臻于完美了，否则就不能把它们说出来。因此，我们往往不会立刻尝试自己的想法，也不会把想法分享给他人以获取反馈，并且也不会考虑自己的想法有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我们只会过分思考和过度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就会慢慢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怎样才能让行李箱滚动起来，而无须费劲地拖着它？

如果给它装上轮子，那会怎样？这个问题是无数次“智能重组”的基础。伯纳德·萨多（Bernard Sadow）是一家箱包公司的主管。1970年，当他正拖着两个沉重的行李箱穿过机场时，他注意到机场工作人员很轻松地将一个大机器运到一个带轮子的滑轨上。于是，萨多想知道：“如果给行李箱装上轮子，那会怎样？正是这个问题促使他一步步进入提问的“怎样”阶段。一开始，萨多把一个行李箱平放在地上，接着给它装了4个轮子，用这种方式拖拽行李箱。随后，飞行员罗伯特·普拉思（Robert Plath）改进了萨多的发明。普拉思想出给行李箱装上一个长长的手柄，这样人们就能拉着由两个轮子支撑的行李箱行走了。萨多和普拉思提出的所有问题产生了最后的答案——现在已经非常普遍的拉杆式行李箱。

需要注意的是，过分思考和过度准备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们去探索和创造。在观察了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怎样从“如果”阶段快速、勇敢地迈向“怎样”阶段。

黑客之道，快速试错

一位软件设计师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故事。在一项实验中，实验组织者将一群幼儿园的孩子聚在一起，然后又将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并给这些小组提出了一个挑战：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用没有煮过的意大利面条、树枝、胶带和棉花糖等搭建成一座尽可能高的高塔，预设棉花糖被放在这座建筑物的最顶部。

在这个实验的第二个阶段，实验组织者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环节。他们请来哈佛大学的MBA毕业生来完成这个挑战，与幼儿园的孩子进行较量。这些毕业生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实验。他们采用了一个高难度分析方法来应对这个挑战，还针对其开展了内部辩论。

对于他们这样的解决方式，或许你早已经猜到了。但出乎意料的是，MBA的学生竟然输给了幼儿园的孩子。虽然有计划，也进行了讨论，但他们经过谨慎地构想搭建而成的高塔总是会倒塌，最后他们也没有时间做更多的尝试了。这位设计师还说，MBA毕业生还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到底谁该对此负责。

当幼儿园的孩子们接到任务后，他们马上就开始搭建高塔，因此能更加高效地利用时间。当他们构想好一种搭建方式后，就立刻着手去做。如果这种方式行不通，就快速尝试另一种。同样，他们也尝试了很多次，但他们一边尝试，一边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而不是提前去弄清楚每一种搭建方式的可行性。

棉花糖实验的目的当然不是让MBA学生变得谦虚起来，而是让他们在面对挑战时，知道该怎样应对。我们从幼儿园的孩子们的身上学到的是，面对挑战时要快速尝试自己的想法是否行得通，而这一点是无可取代的。

我们发现：MBA学生在“如果”这类问题上卡的时间太久，而孩子们在他们浪费时间时已经从“如果”阶段移向“怎样”阶段了。一旦孩子们想到了一个可能的组合，他们就尝试去做，看看这种组合能否行得通。(21)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对我们这些搭建现实世界的人来说，这个棉花糖实验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想，在如今充满活力的社会中，我们所有人都面临或即将面临挑战，都在进行着某种版本的棉花糖实验。当我们尝试创办新企业、建立新市场、构建新的职业生涯及构想新的生活计划时，在没有任何指引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适应那些不熟悉的新工具——快速掌握千变万化的技术。为此，我们不仅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提问者，还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实验者。

在观察成年人在创新环境下的工作方式时，你会发现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状态与孩子们在棉花糖实验中表现出的状态非常类似。在IDEO公司，一旦公司的设计师有了新想法，他们就会谋求快速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然后测试它是否可行。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情况也是如此。伊藤穰一表示，这里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细致思考他们探究的问题，也不会去辩论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推进问题的解决。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会迅速进入实验阶段。正如伊藤穰一指出的：“如今，尝试想法变得更容易了，成本也更低了。”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出现的这种状况在谷歌和Facebook(22)这样的公司也存在，并且这样的例子在技术领域随处可见。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将“快速想出点子并测试其可行性”的理念转变成“力求迅速改变”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公司信奉的一个原则。扎克伯格把这个原则称为“黑客之道”。2012年，当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扎克伯格在写给Facebook潜在投资者的一封信中说，尽管“黑客”这个词带有一定贬义，但它在Facebook的意思是：快速确定某事，或快速测试哪些事可以做。而这就意味着，公司员工要持续不断地用较为粗糙的方式去尝试新想法。“黑客会快速实践自己的想法，并不断重复这个过程，这样他们就会从中获得很多经验，进而努力构建出能长期存在的最好的服务。所以，黑客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尝试，而不是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后才着手去做……也不会为了一个新想法是否可行或者什么是实现某事的最好方式而争论好几天。黑客宁愿先将初级想法变成原型产品，然后再看看这种想法是否有效。”

在创业者的世界里，这种“测试并学习”的方法日益盛行。在某种程度上，埃里克·莱斯的精益创业理念也促进了这种方法的盛行。莱斯坚持认为，企业家、公司或者任何试图创造新事物的人都必须找到持续进行试验的方式，以及快速将新想法引入公共消费领域的方式，而不要将大量的资源和时间都投入到闭门构思一个完美想法上。莱斯呼吁，企业要利用有效的、快速的和不够完美的初级想法，集中力量开发所谓的“最小可行性产品”，而这些初级想法就可以用来检验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中“行走”。

虽然“测试并学习”这种方法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战略，但它的基本原则几乎足以使人们努力解决处于持续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面临的任何难题。

比如，纽约市原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任时，曾在很多事情上采用了“测试并学习”的方法，从创建更多的步行街到实行自行车租赁计划，再到设置一个为市民提供信息的“311”市民客服专线。在管理工作中，布隆伯格擅长处理基本的“为什么”一类的问题，并由此让事情有了新变化。由于布隆伯格推行了许多试点项目，他也因此被人们视为“试点项目市长”。而他的这些小的试点项目使得实施大的项目更为可能。因为，如果一个试点项目不能奏效，那么对其进行调整或者废掉还未全面实施的计划也就相应变得容易了。

犯错不要紧，但不要反复犯同样的错

“测试并学习”的方法并不会只给你带来痛苦。然而，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不断地试验就意味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止一次地遭遇失败。在这个过程中，即便你没有真正感受到痛苦，每次失败也必然会给你带来某种程度的失望。

菲利普斯曾制作过许多假肢原型。在每次开始制作时，他都满怀希望，但后来他的身旁就会出现摔坏的假肢。然而，没有一次失败能减慢他尝试制作假肢的步伐。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的：“成功就是你即便跨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也没有丧失热情。”然而，人们要怎样学会应对这种由“成功”制造出的“多次失败”的恶作剧呢？

菲利普斯说：“每当原型破碎一次，我的心就碎一次。”但这也是一次学习机会——该怎样从失败中学到东西？其答案就是提问。你不要逃避失败，也不要努力忘掉曾发生过的事，而要带着失败走向光明，并不断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个想法或这次努力失败了？如果我能运用从这次失败中学到的教训，并尝试改进，那会怎样？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怎样让一个煮熟了的鸡蛋的蛋壳消失？

家庭厨房是创新性提问的“温床”，专业的厨房用具设计师以及好奇心强的家庭主妇通常会提出一些创新性问题。比如，为什么要按这种方式来做家务？怎样更好地做家务？对于贝齐·拉夫瑞博·考夫曼（Betsy Ravreby Kaufman）来说，最头疼的事情莫过于为聚会制作蘸芥末的鸡蛋。考夫曼讨厌给鸡蛋剥皮，她认为这是一件苦差事，因为蛋壳经常会粘住鸡蛋，让鸡蛋不光滑或出现磕痕，她不得不因此扔掉这些鸡蛋。有一天，考夫曼站在一锅煮沸的鸡蛋前，她突然想到，如果能把鸡蛋煮熟煮硬，是不是就不用剥皮了，这不是很酷吗？这个问题随后变成：“如果把鸡蛋煮熟煮硬，而蛋壳也随之脱掉，那会怎样？”她把自己的这一想法推销给了一家鼓励发明创造的公司。一年后，一个叫作“Eggies”的塑料煮蛋器不仅出现在考夫曼的厨房里，也出现在超市的商品陈列架上。

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萨顿教授表示，在分析失败时，除了要问什么方面出错了之外，你还应该问：在这次失败中，我做对了什么？而当你尝试做某事并且看似已经成功时，你既需要看看自己是否有哪些方面出错了，也需要看看有哪些方面一直表现很好。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同时观察成功和失败。

在分析自己遭遇的一系列挫折的过程中，你要问的关键问题是：我每次的失败都有差别吗？IDEO公司创始人戴维·凯利注意到：“如果你一直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意味着你没有从失败中学到任何东西。而如果你不断犯新的、不同的错误，那就意味着你正在做新的事情，学习新的东西。”

当你跟所有人分享一个初级想法时，你有可能会收到消极的反馈，或许你会将此看作是一种失败。但这未必就是失败，保罗·博蒂诺指出，在反馈阶段，“不和谐的声音其实比共鸣更有价值”。当人们不太接受你的想法时，这可能是一种好迹象，表示你正进入一片重要的未知领域，因为你得到的这些负面反馈会让你摒弃普通的假设想法，从而追求更好的想法。博蒂诺说：“不和谐的声音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而我们其实应该欢迎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并学会尽可能地利用它。”

正如博蒂诺指出的，当你承担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时，关键是要知道怎样请求外界的支援，还要知道怎样与潜在的顾问、支持者和合作者建立关系。因为如果你正在探究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那么你凭一己之力可能并不能解答它。而在开始进行协作式探究时，你就需要问合作者这样的问题：“你与我一样发现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了吗？想同我一起努力解答它吗？”

互联网和社会化网络让我们更容易找到那些我们乐于与之分享有趣的信息的人，以及那些与我们探索类似问题和渴望应对挑战的人，也使我们很容易就能与他们建立联系。即便他们不是我们的合作对象，你也可以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怎样将一个大高尔夫球场放到一座小岛上？

20世纪80年代，职业高尔夫球手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受聘在大开曼岛上设计建造一个高尔夫球场。这时，他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挑战：这个岛仅有9.7千米宽，35.4千米长，它太小了，不足以容纳一个高尔夫球场。在尼克劳斯试图解决这个难题时，整个团队先设计了一个9洞球场，如果人们从不同的高尔夫发球台发球的话，可以玩两次。这个设计虽然很聪明，但是高尔夫球手只要不调整他们的挥杆幅度，球很容易就会滑向水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尼克劳斯没有继续盯着球场的尺寸问题不放，而是重新想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让高尔夫球飞很远，那会怎样？”经过频繁的测试和不懈的研究，尼克劳斯和马基高公司（MacGregor Golf Company）开发出了飞行距离有限的“开曼球”（Cayman Ball），这种球的飞行距离只有常规高尔夫球的一半，但高尔夫球手仍可以使用同样的挥杆幅度。

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那么杰克·安德拉卡想要解决的胰腺癌快速检测问题就不会有大的进展。在实现想法的过程中，他迫切需要做实验用的材料和工具——简言之，他需要一个实验。最开始时，安德拉卡从他的父母和哥哥那里只得到了一些刺耳的反馈。他们认为，他的想法“永远不会奏效”。但无论如何，他都继续进行自己的探索。他在纸上描绘出自己的基本计划。他说：“我详细地写出了步骤、预算和时间线，这样的话，自己的想法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之后，他几乎给“了解胰腺癌的任何人”都发了邮件，其中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教授和其他人。他联系了200多人，得到的负面反馈信息远超过200条。“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说，‘这不会奏效’。而还有一些人在浏览了我的步骤后都说，这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真是相当刺耳。”但其中一位教授却认为安德拉卡提出的首要问题有解答的可能性，并且还认为安德拉卡提出的技术性问题（如果我用一个附有抗体的单壁碳纳米管去接触胰腺癌的蛋白质，那会怎样？）很有趣，其中蕴含的想法也有实现的可能性。安德拉卡回忆说，这位教授的回复是：“是的，当然，它有可能会奏效。”更重要的是，这位教授向安德拉卡开放了他的实验室。

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在此前从未进入过如此专业的实验室。安德拉卡回忆说：“我当时的反应是：‘哇，这是一台离心机！’那种感觉就像你置身一家糖果商店。”但当安德拉卡开始进行测试时，他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他说：“在第一个月，我就把自己精心培育的细胞弄坏了，接下来什么都做不了了。”

后来，安德拉卡将他面临的挑战分解成许多小的问题，当他一个接一个地解决那些问题后，成功也就悄然而至了。在每个小问题上找到的解决方法都会鼓励他继续解答下一个问题。当安德拉卡想优化用于试纸上的抗体时，就产生了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困扰了他3个月。但是，他继续对筛查测试做调整，直到他发现合适的抗体为止。之后，他开始攻克有关碳纳米管的问题。接下来，他必须解决该怎样将试纸中的抗体和碳纳米管结合起来的问题。最终，他还必须对试纸进行测试，观察它是否能检测到胰腺癌。7个月后，他成功了。

我问安德拉卡，他是如何顺利通过“怎样”阶段的，比如，当出现很多问题、遭遇失败和实验毫无进展时，他是怎样应对的。安德拉卡回忆说：“能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之后，让这个想法形成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就更有意思了。”而当他在实验室里反复测试和不断学习时，他的实验过程跌宕起伏。他说：“有时，我会想：‘或许所有那些不相信我的人都是对的。我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对于癌症又能有什么了解呢？’”

但最后的答案是，“你拥有了一种完美的体验”。安德拉卡用“高雅”这个词来描述他获得解决方案时的状态，这个词似乎与条形试纸这样的东西并无关联，“完全是得意扬扬的，因为你找到了一种解决问题的高雅的方式。”

挖掘全球的大脑资源

这个15岁的少年有着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称的想法——检测癌症。他发送出一大批电子邮件，并因此获得了进入世界级实验室的机会。安德拉卡的故事说明，资源就在那里等着你去挖掘，它们可以帮你处理几乎任何问题。如果你会提问并且会很好地提问，人们就会向你提供帮助。安德拉卡就有一个非常有力的问题，并且他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来支撑自己的问题。

《纽约时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你需要去找哪些人”（Don’t Know How? Find Someone Who Does）。这篇文章指出，如今任何有着绝妙想法的人都可以轻松地联系到专家，这些专家可以让你的想法取得进展，也可以帮你重新构建想法。另外，当你实现了自己的想法时，专家们还会帮你弄明白你可以用它来做什么。《时代周刊》的记者妮科尔·拉波特（Nicole LaPorte）写道：“当我们提到发明家时，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孤独的灵魂蹲坐在地下室的实验室里数周或数月，直到他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然而，实际上，“汲取他人的经验和资源”通常要比独自攻克难题好得多。

当你发现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时，你需要用多个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并且视角越多越好。对此说法，你不用感到奇怪。按照《多样性红利》(23)一书的作者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的说法，每当我们努力去解答一些艰涩的问题时，都会被绊住，但“即便拥有多种多样的工具，我们可能也会被绊住”。当你寻求潜在的合作者时，你要瞄准那些与你有着不同的背景、文化经历和技能的人，因为多样性可以给你的创造力添加燃料。

过去，人们可能往往在当地寻求合作者，就像安德拉卡最初那样。今天，人们在扩展资源上再也不会受到地理的限制了。电影制片人、兼职发明家米克·埃布林（Mick Ebeling）表示，如今任何想解决大问题的人“都可以利用两种令人惊奇的资源。第一，我们拥有无限的信息资源，只需动动指尖就可以获得，这是以前任何一代人都难以利用的资源。第二，通过社会化网络和互联网，我们可以即时与他人建立联系。你可以把所有的信息结合起来，也可以和任何人建立联系。简言之，我们可以挖掘全球的大脑资源”。

当埃布林决定执行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时，他就开始挖掘“全球的大脑资源”。他的目标是：帮助一位瘫痪的艺术家继续进行艺术创作。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埃布林经洛杉矶艺术家托尼·奎恩（Tony “TemptOne” Quan）介绍，参观了一场艺术展览，而奎恩则是涂鸦艺术领域的一位传奇人物，曾经是一位高产艺术家，但他后来受到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折磨，逐渐丧失了对手和脚的控制，也很难再继续进行艺术创作。起初，埃布林想要给奎恩及其家人开一张支票，但他跟妻子在一次晚餐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后，他想道：“如果斯蒂芬·霍金能通过机器与人进行交流，我们为什么不能找到一种方式让奎恩这样的艺术家重新绘画呢？”

正是这个问题开启了埃布林的提问旅程，并最终让他到达“如果”阶段。当埃布林了解到激光标签投射技术时，他认为该技术很神奇，人们通过一束激光和一个指针就能在建筑墙面上涂鸦。但他想知道，是否存在一种可以让人们通过眼球转动来操纵激光，从而与他人进行交流或创作艺术作品的方式，且这种方式的价格相对低廉？对于怎样实现这样的想法，埃布林没有任何思路，但现在他至少想出了一个好问题。埃布林了解到，这种激光技术既可用来创作艺术品，也可以解放人们的双手。于是，他提出：“如果我们想出一种能用眼睛控制激光的方式，那会怎样？”埃布林没有任何有关该项技术的专业知识。而他关于自己开发的任何产品必须极其便宜的决定使他的想法看起来似乎更加雄心勃勃。所以，他的想法并非是去复制一个高价的、霍金式的个人交流系统，而是要创造出更简易的、让资金有限的瘫痪人员负担得起的一种产品。

埃布林说：“我觉得按照这个路子生产出的将会是一种适合大众的产品。”他走进一家专门研究激光标签技术的公司，该公司名叫“涂鸦研究实验室”（Graffiti Research Lab），询问是否有人能帮他解答问题。他也从自己广泛的人脉中寻找那些懂得计算机编码和计算机工程的专业人士。埃布林说：“今天，我们都是黑客和创客，你必须让他们围绕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聚集在一起。”经过一年的计划和组织，埃布林召集了7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黑客和程序员，该团队在两周半的时间内不停地编程。最终，他们完成了“眼睛书写器”（Eyewriter）的开发。

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款设备非常简单：只需一根电线就将一副便宜的太阳镜与一个包含眼睛认知技术和激光技术的数据包连接了起来（见图5-1）。当埃布林把这个设备带给正躺在医院的奎恩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测试开始。埃布林的团队在医院外面架设了一台投影仪，并将这台投影仪无线连接到奎恩戴的眼睛书写器上。那天晚上，已经瘫痪了6年的奎恩创作出这些年的第一幅涂鸦作品——通过转动自己的眼球来控制眼睛书写器的激光，于是他也就能在医院的外墙上“绘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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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眼睛书写器



眼睛书写器的DIY设计方法和软件都可以免费下载。埃布林在TED大会上表示：“现在瘫痪的人用他们的眼睛就能绘画或与他人交流了。”他的讲话引起了现场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在演讲的最后，埃布林鼓励现场观众每天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不是现在，那会是什么时候？如果不是我，那会是谁？”

埃布林非常喜欢进行协作式探究，于是他创办了一个网站，名为“没有不可能实验室”（Not Impossible Labs），目的是帮助创新者彼此建立联系，并找到能大家一起解决的好问题。该网站的名字源自他的一种信念，即“现在，我们要天真地去想自己发现的不可能解决的任何事或任何问题”。无论你想出的问题多么野心勃勃，你都可以向那些拥有知识、技能和想象力的人寻求帮助，他们会和你一起解决问题，当然前提是你能联系到他们。

对于那些习惯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的人来说，要想接触到潜在的合作者，他们可能需要强大的自信心。例如，作为作家，我经常独自写作。但对于这本书，我试着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完成，于是我在博客上询问是否有人想贡献一些与提问有关的想法和研究结果，等等。最后，我召集了十几名合作者，他们为我的书最终能够出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过，有些人会问：如果我分享了想法，那它还是“我的”吗？凭什么关心这件事的人会愿意提供帮助？如果我习惯了独自思考，还能跟其他人一起共事吗？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怎样才能摆脱电源线的束缚？

世界逐渐成了无线的世界，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过电源插座给设备充电呢？这就是以色列企业家拉恩·波利亚肯恩（Ran Poliakine）在2006年提出的问题。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他继续研究了尼古拉·特斯拉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探讨的有关无线的问题。2009年10月，伴随着金霸王公司（Duracell Powermat）的成立，波利亚肯恩开创了“无线充电”这一品类，它的工作原理是磁感应。2010年，天体生物学系的学生梅雷迪斯·佩里（Meredith Perry）找到了一种可以让电子束功率直接与电子小工具连接的方法，这样无须使用电源线就能给电子设备充电了。后来，她又提出了“压电”（piezoelectricity，由压力产生的电流）的概念。接下来，佩里提出了新问题：怎样不移动任何东西就能使空气振动？随后，她的uBeam充电设备问世了。这款设备被风险投资基金公司CrunchFund的迈克·阿林顿（Mike Arrington）称为“像魔法一样的东西”，它将声、电和电池技术等几个领域的技术结合起来。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托德·麦克弗教授非常赞成在工作中进行协作式探究，也善于运用这一探究方法。麦克弗是一位工程师，也是一位作曲家，他工作范围广泛，从创作流行的互动音乐游戏《吉他英雄》到创作歌剧和交响曲。在他创作乐曲的过程中，观众都积极地参与其中。他操作的每个大型项目都是靠协作式努力来完成的。麦克弗强调，在独自思考和与其他人协同思考之间找到平衡点非常重要。他说：“尤其在创作的初期，我很多时候都想慢下来，思考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这些时候，他就会回到被改装成音乐工作室的仓库里。“作为作曲家，在与他人分享想法之前，我想要自己思考一个问题，甚至想象整个世界，也想要将大脑中存在很久的想法变成切实的东西。”

麦克弗说，你有时候也必须“将问题带出仓库”，开始跟其他人合作。媒体实验室建立的目的就是将来自不同学科的人聚在一起，让工作场所形成一种理想的协作氛围。“在实验室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在地跟其他人交谈，大家会问：‘这就是我很感兴趣的事情，你愿意和我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吗？’”

麦克弗不只是与实验室里的其他成员合作。最近，他受多伦多交响乐团邀请，编写一首原创乐曲。于是，他决定请整个多伦多市的人来捕捉和分享能代表多伦多日常生活的声音，从而与他共同创作一支交响乐。麦克弗说：“我想看看，当人们共同解答一个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他提出的需要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多伦多是一曲怎样的乐曲？”

许多年来，麦克弗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将音乐变成一种参与性更高的体验？”本质上，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一样。麦克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感觉到许多人只是被动的音乐消费者。“音乐无处不在，每个人的耳机中都有，但是却很少有人在研究音乐、创作音乐，或者全身心地体验音乐。”20世纪90年代中期，麦克弗发起了一项音乐实验——“大脑歌剧”（Brain Opera），该实验的特点是允许人们弹奏管弦乐队的所有乐器。这些“高贵”的乐器被散放在纽约市林肯中心，当人们在这些收藏品周围徘徊时，他们就会被邀请用这些乐器进行弹奏（乐器会根据人们的移动产生声音），之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声音编辑在一起，用来给舞台表演配乐。麦克弗说：“该舞台表演的作曲有一半是我创作的，一半是由公众创作的。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你喜欢听音乐，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音乐的一部分，那么你就会更喜欢音乐，会触摸音乐、塑造音乐。”

《吉他英雄》也可以对身体移动做出回应，人们只要随便摆个姿势就能自创一首吉他乐曲，这一想法来自“大脑歌剧”那个音乐实验。而多伦多交响乐的实验是麦克弗进行的另一种尝试，他希望用新方法让大家协作完成音乐创作。有成千上万人参与到这项计划中来，许多人编写了一段他们自己创作的音乐，这些音乐中融合了来自多伦多的地铁、海港等处的声音。麦克弗将这一切的声音编织在一起，最终形成一首单独的乐曲，多伦多交响乐队在2013年演奏了这首曲子。

起初，麦克弗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有如此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实验中来。“但是，我能够确信的是，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在意的事情展示在公众面前，那么人们就会兴致勃勃地参与进来，并且他们也能做得很好。”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与其他人分享一个问题就相当于向他们发起一个挑战，某些好奇心强的人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挑战。通过制定问题，你就已经迈出了关键且困难的第一步，而其他人可能还在踌躇不前。正如作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24)在其著作中指出的那样，许多人都会被一个现有的想法深深吸引，他们愿意参与其中并帮助优化这个想法。麦克弗注意到，当你通过分享问题吸引其他人时，“你也是在招揽合作者”。起初，那些问题看起来是“你的”，但很快也可能会变成是他们的，最终成为每个人的问题。

至于答案，谁先得到就是谁的。保留想法——掩藏你的好问题通常是无意义的，因为掩藏起来的事情很难取得进展。所以，你应该将问题告诉大家，并相信通过其他人的帮助，你会从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一种解决方案、一次学习经验、一种启发、一个新视角和一个目标等，这一切都会是你的。虽然“怎样”阶段是提问的最后阶段，但其实没有所谓的最后阶段，因为即便你得到了一种解决方案，问题也仍然存在。

成功的提问者就是那类即便获得了某种答案，但很快又会再提问的人。通常，他们会质疑自己找到的那些答案，所以根本就没有最终答案。他们总是能找到改进解决方案的空间，甚至将答案扩展到另一个层次。

答案都是短暂的

菲利普斯可能很满意自己设计出的高性能假肢，但从他的视角来看，这款假肢只为那些有能力高价购买假肢的截肢者解决了难题。因此，菲利普斯想，可以制作一款卖100美元的高性能假肢，让发展中国家的截肢者也能买得起。他特别注重帮助地雷爆炸的幸存者，于是几年前，他开始提出一些新的“为什么”和“如果”这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有关于怎样制作出价格低廉的假肢的。在我写这本书时，他正深陷提问链条的“怎样”阶段，思考怎样实现这些想法——解决怎样将产品投放到市场的细节问题。

米克·埃布林也发现，他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与眼睛书写器有关的一系列新问题上了。眼睛书写器最初可以很好地为奎恩所用，奎恩通过快速眨眼就可以控制眼睛书写器。但一个新问题出现了：他的身体状况导致眼睛肌肉退化，所以他很难再快速眨眼了。因此，埃布林提出：“如果我们找到另一种控制激光的方式，那会怎样？如果凭借思考而非眨眼来完成这件事，那会怎样？”

为此，埃布林召集了一个新的协作团队，继续研究“大脑书写器”，这是眼睛书写器的高级版本。制作大脑书写器的想法是要创造一个绘画工具，由脑电活动来控制这个工具，正如用脑电图进行测试那样。尽管创造大脑书写器比创造眼睛书写器更复杂、更具挑战性，但埃布林仍坚持认为：“如果你找到良好的合作者参与进来，那么这件事就是可行的。”

你需要不断地进行思考，不断地追寻新机会，还需要不断地通过持续的、循环的提问来回应改变。这种理念特别符合今天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的要求，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企业找到的任何“答案”都是短暂的，并且“答案”存活的时间越来越短。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讨论：在商业领域，为什么持续提问比以往更重要。

提问清单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1．怎样才能描绘出自己的想法？

2．怎样搭建一座不倒塌的高塔？

3．怎样学会去爱一只受伤的脚？

4．怎样共同创作一曲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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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困境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被认为是现今研究商业创新的首席专家之一，他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一位经验丰富的教授。20年前，克里斯坦森开创性地提出了“颠覆式创新”一词。自此之后，它就变成商业领域中一个重要概念。而克里斯坦森的思想一直备受英特尔领导者安德鲁·格鲁夫（Andrew Grove）和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等人的推崇。

时光倒回到20世纪90年代，克里斯坦森那时还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教授，他并没有意识到，商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为什么”一类的问题有什么意义。他看到许多在科技领域和其他领域取得成功的龙头企业被一些新创企业搞得措手不及，这些新进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能并不是特别出色，但是却更简洁、更方便，价格也更实惠。更让人疑惑的是，这些其命运遭受突然逆转的龙头企业似乎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比如更好地服务客户、改善产品和提高利润空间等。对此，克里斯坦森说：“它们做的事情完全是商学院里所教的。”

克里斯坦森特别想知道，为什么知名的商业领袖不能对这些挑战做出回应？“我在想事情时总是以一个问题开始的，我知道这些企业的失败并不能归因于管理者的愚蠢。因此，我设定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会碰到这个难题’，仅仅这样想就让我站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

克里斯坦森发现，尽管大多数陷入困境的企业把精力集中在怎样以创新精进自己的优秀产品，但颠覆式创新的真正潜能却在低端市场——从磁盘驱动器到汽车等这些商业产品，情况确实如此。在不断扩大的技术市场中，如果你可以把一个昂贵、复杂的专属产品转变成一个价格实惠、更为大众化的产品，你就能打开广阔的市场，并且可以改变游戏进程——推翻已确立的市场领导者。但是，为什么只有新进者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为什么这些拥有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和丰富资源的企业领导者不能像他们在高端市场那样在低端市场也占据有利地位？

克里斯坦森发现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为了追求在低端市场的颠覆式创新，公司必须从他们已经辛辛苦苦建立的市场中撤离。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公司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制造更好的产品卖给最好的客户，以此获取更丰厚的盈利，还是应该生产没有客户想要去买的更差的产品，从而拉低我们的利润？

如果你是一位精明的商业领袖，那么你自然就会选择前者。这样一来，在看似符合逻辑的选择中，你就敲定了公司的命运。

在克里斯坦森出版了他的理论成果——畅销书《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之后，低端市场的“颠覆式创新”理念逐渐成为标准的商业实践惯例，尤其在硅谷，克里斯坦森的书一时间成了创新者的“圣经”。而这正是对他敏锐的提问能力的一种证明，他能够发现并探究那些能为自己开启理论大门的“为什么”和“如果”这两类问题。然而，我们不免要问下面这些问题：

•　为什么那些人看不到自己正陷于“创新者的窘境”，尤其是克里斯坦森研究的那些经营公司的聪明的商人？

•　为什么这些聪明的商人需要让一位搞商业研究的教授指出他们的生意出现了什么状况，而他们自己却不能提出克里斯坦森提出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克里斯坦森也有一个理论：他们没有接受过提问题或者探询方面的相关训练。在商学院，这些未来的首席执行官主要是在学习一些颇为实用且能帮助他们做出判断的管理理论，但直到世界发生改变和旧理论失效时，他们才发现原来的理论行不通了。到那时，大多数企业的领导者已无法逃避，只能提出以下这些问题：

•　为什么这些理论不再有效？

•　如果商业市场颠倒过来，把最底部的市场放到最顶端，那会怎样？

•　我的企业面对新的现实状况应该怎样做出反应？我们怎样重写旧有的理论？

尽管今天的市场情况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并且各个行业正遭受着彻底破坏，但是克里斯坦森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商业领袖仍没有提出大量问题，其中更缺乏正确的问题。

山下凯斯是IBM、可口可乐等这些顶级公司的资深顾问。他注意到，在整个商业世界中，“我们正在从高喊效率第一的时期中走出来，而这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达25年之久。我认为，整个效率时代所带来的无法预料的结果是，人们提出问题的思路非常狭窄。在探索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关于怎样才能节省一点儿钱、怎样才能提高一点儿效率、在什么地方能压缩成本。”山下凯斯表示，“思路狭窄的问题”的时代正步入尾声。“许多公司的领导者正逐渐意识到，如果他们仅仅提出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就无法推进他们的日常工作并取得进展，无法提高他们所处的地位，也无法提升公司的品牌竞争力。而如果要创新，他们就必须提出更多更有价值的问题。”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山下凯斯谈论的是问题在商业领域里的演变过程。旧有的、封闭式问题（例如，有多少个、有多少钱、有多快）在实用层面上仍很重要，但是企业必须处理越来越多的更复杂的开放式问题（例如，为什么、如果、怎样），这样才能在一个需要更清晰的目标、对未来有愿景、渴望改变的商业环境中茁壮成长。

新创企业和现有龙头企业在受到上述影响方面几乎是一致的。新创企业总是不得不问一些有关它们到底为何存在的尖锐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世界需要另一家公司存在”“为什么别人都应该在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怎样做出突破”在挤满新进入者的市场中，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地存在着。

在有着悠久历史的行业中，知名公司可能需要探询更多的问题。许多公司正在应对新的威胁和反复无常的变化，这些变数突然让这些公司必须面对“它们为什么被需要，它们做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去做的”等问题。这也就难怪对于像“跃升创意策略顾问公司”（Jump Associates）的戴夫·帕特奈克（Dev Patnaik）这样的顶级商业顾问来说，“提问是现在我花时间与客户谈的首要事情”。

把提问引入公司文化并不容易，因为大多数公司并不是为“提问”而建立的。帕特奈克说，尤其是美国的许多公司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一些欧洲公司，“它们是按照脱胎于战争的军事模型而设计出来的，由那些经历了战争考验的人创建的，因此这些公司是围绕那样的思维定式组织起来的。”它们的核心就是遵从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行政管理系统的套路，不让你对已经公认的实践和规范提出疑问。

这个陈旧的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一个青睐速度、灵活性和协作式探究的商业市场了。但是，改变已有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允许有更多疑问存在仍然需要我们艰难地转变那些根深蒂固的旧有政策和方法。比如，精益创业理念的倡导者埃里克·莱斯会教企业家怎样采用那些比现在的经营管理方法更灵活、更有弹性的方法。莱斯指出，已经建立很多年的激励制度鼓励人们找到答案，而非提出问题。他说：“工业经济全部都是关于寻找答案和表达信心的。如果你做作业，你就应该知道答案。如果你没有解答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做得不好，也就不会得到奖赏。”

虽然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企业有必要提出更多疑问，但是这也会让商人感觉他们好像没有时间去质疑“他们正在做什么”。托尼·瓦格纳是哈佛大学致力于研究有关提问在商业中的重要作用的教育专家，他指出：“短期业绩的压力会让人们趋向于故意忽略一些问题。”对于那些有意愿去提问的人来说，难点可能在于，他们要弄清楚自己到底问的是什么。帕特奈克表示：“当一切都不确定时，有些机构甚至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什么。”搞清楚一家企业要考虑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指出现在面临的挑战和市场情况，可能是企业的首要任务。尽管企业间的差异会使它们要考虑的关键问题趋于多样化，但在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就考虑关键问题便会使企业迎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先重回初心，再确定公司的更高目标

几乎每一家企业都承认，经商就是为了挣钱，这样才能在商界站稳脚跟。但是，如果你追溯它们的足迹，许多企业起初成立时都有一些更复杂的原因，而远非只有挣钱这么简单。本书中提到的许多企业——巴塔哥尼亚公司、戈尔公司、耐克公司、爱彼迎公司、帕尼罗公司（Panera）和奈飞等都是为了填补一个未满足的需求而成立的，比如为了让生活更轻松、更便捷、更令人愉快等。大多数优秀的企业都是在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诞生的，而正是这个问题为其提供了早期的目标意识。

尽管那些曾经的激励性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被埋藏了，但提出“为什么”这类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将它们挖掘出来。如果要让挖掘出来的最初的目标获得新生，变得富有活力且有重大意义，那么我们还需要借助提问的力量。

思考目标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一个家具零售商可能想到的目标就是售卖家具，但其实也可以是通过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生意，还可以把目标设得更高一些：把一种品牌风格融入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或者让人们通过家中陈设来展现自己的创造力。要切中这一点是很微妙的，有时候广告可以将这些常规意义的或人为想出来的目标与企业联系起来。但是，对于企业源自哪里、企业做得最好的是什么、企业为谁提供服务等这些问题，如果一家企业的领导者能够认真地想一想，并且能够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他们通常将会在企业原先的目标之外，发现更有意义、更现实的目标。

当与企业家打交道时，山下凯斯便会用一系列问题来判断企业的目标设立得是否恰当。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直截了当地发问，如果从宏观方面来问就是：“这家企业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山下凯斯承认，对一家企业来说，这听起来可能太宏大了。但是，新的商业环境越来越要求企业要明确地思考那些超出常规关注范围的问题。山下凯斯表示，若要形成强烈的目标意识，如今的企业就需要“开阔眼界”，这样它们才能了解到人们的渴望和需求，也才能了解到它们在满足这些渴望和需求的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是什么。同时，商业领袖也必须审视自身，明确企业的核心价值和更大的雄心。

为了弄清楚企业的内在价值，山下凯斯呼吁企业领导者既要回顾过往，还要考虑这个问题：“作为一家企业，当我们做到最好时，我们在企业发展历史的其他阶段是什么样呢？”

山下凯斯说，虽然当一家企业正处于其发展历史的辉煌时期时，它的核心价值通常闪耀着光芒，但是它偶尔可能也需要重访过去，以便能再次确定公司的更高目标。

凯西·希恩（Casey Sheahan）是户外服饰公司巴塔哥尼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确立了坚定而明确的公司使命，而公司的使命与“鼓励户外活动和保护环境”的目标紧紧捆绑在一起。但希恩承认，即便像巴塔哥尼亚这样的公司也必须定期回顾有关公司成立目标和公司使命的问题。“公司既要在业务增长上取得成功，又要考虑这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每天都要在这两者之间权衡是有很大压力的。”随着巴塔哥尼亚公司不断壮大，它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希恩始终紧紧抓住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将巨大的碳排放量（能带来价值5.7亿美元的交易）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希恩说，认清楚“公司是因何创办的”可以帮我们时刻引导公司的前进方向。“当创办人创立公司时，公司的目标基本上就是保护他们所爱的事物和自然，并且尝试扩大公司影响力以便鼓舞他人。”

这不仅是巴塔哥尼亚公司存在的理由，也是诸多员工在该公司工作至今的理由。希恩说：“这就是为什么为了完成工作目标，他们要两步一个台阶往上走的原因。”最近几年，该公司的收益有了强劲的增长，但这并非大多数人在此工作的首要理由。当希恩谈到公司的财务成果时，员工们似乎兴味索然，而他指出：“但当我谈到类似‘我们派出50人到海湾地区帮助做一些清理工作’时，员工们突然站起来欢呼雀跃。这就是他们待在这里的原因。”

尽管并不是每家公司都和巴塔哥尼亚公司一样有这样明确的环保使命感，但是希恩坚持认为：“任何企业都要刺激自己去拥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和具有强大感召力的价值观。”一个让公司的目标和价值观清晰显现的好方法便是，追溯到公司成立之初，并且询问：“公司成立时的崇高目标是什么？现在，我们怎样才能让员工团结在这一目标周围？”

也正如山下凯斯指出的，当询问有关目标的宏大问题时，展望未来十分重要。他呼吁客户要弄明白：“我们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企业呢？”他说，这可能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因为需要“设想出一个尚不存在的公司”。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我们说我们是谁就真的是谁吗？

20世纪90年代中期，据《快公司》杂志介绍，那时高价优质的有线电视频道HBO正处于创新高潮期，首席程序员克里斯·阿尔布雷克特（Chris Albrecht）和其他HBO高管坐在一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是谁就真的是谁吗？”阿尔布雷克特想让他的同事们退一步，来冷静地看待频道的创新成果，细想一下这些创新成果是否真的符合HBO当初规划的高品质形象。对于阿尔布雷克特的问题，大家一致的答案是：“我们还没达到那个地步。”接着，管理团队继续使用一系列传统问题对推出的每一档电视节目发问：“这档节目有特色吗？足够好吗？”他们专注于质疑每档电视节目背后的核心理念：这档节目是独创且值得做的吗？它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吗？随后，这种严谨的质疑精神对HBO产生的影响就是让理念实体化，进而推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作品，比如《欲望都市》和《黑道家族》。

目标类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你能回答它们，就能让企业领导者腾出时间来去寻求重要的机遇、谋求解答影响深远的问题，并始终明确公司一直坚定不移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山下凯斯说：“产品更新换代，领导层频频更换，趋势转瞬即逝，但从头至尾你需要知道怎样回答‘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当企业发现自身处于重大变革之中时，明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变得尤其关键。数字革命已经迫使许多企业重建和进行重新思考，因为有时它会将企业推向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已经弄明白自身特性和目标这些基本问题的企业就已经能在处理一些使人心绪不定的新问题上具有优势了，比如“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生意”。

耐克公司诠释了一家企业怎样才能通过对其最基本的经营方法保持质疑来不断适应环境。该公司试图严密地保守秘密，但是几年前，我曾和一个与耐克公司合作过的设计研究人员聊过。他向我透露了耐克公司怎样冒险进入运动场馆，去了解职业运动员和“周末运动员”(25)的运动状况，从而探测他们的需求。

大约10年前，耐克公司的研究人员就观察到数字技术给运动员们带来的深远变化，跑步一族就非常典型。测量、提高和充实运动体验的方式太多了，而这也使得运动变得日益复杂。当跑者奔跑时，他们便佩戴上各种小设备，比如跑表、心脏监护器、音乐播放器等。于是，耐克公司也由此进入经典的“为什么”提问模式，比如“为什么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处理这个问题”。随后，耐克公司开始考虑“如果”一类的假设性问题，企图创造一种混合的、可连接网络的工具，使其以某种方式与耐克跑鞋相连的想法便浮现出来，而这样的想法可以满足跑者的很多新需求：从测量距离、绘制跑步进度，到用音乐让他们振奋，再到与其他跑者进行沟通。实际上，耐克公司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双跑鞋可以驱动你的生活，那会怎样？”

提出问题是一回事，知道“怎样实现”却是另外一回事了。耐克公司是一家生产运动鞋的公司，而不是一家数字设备制造商。耐克公司认为，“驱动生活”这一想法的唯一实现方式，就是通过与技术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避免独自行动产生的一些鲁莽行为。但要与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公司达成合作并非易事。据一篇新闻报道称，乔布斯严厉责备了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克（Mark Parker）试图拓展业务到数字领域这件事。乔布斯以不敬的言语表达了希望耐克公司坚守胶底运动鞋阵地的意思。但最终耐克公司说服了乔布斯，制造出了一款混合产品Nike+。Nike+不仅能将耐克跑步鞋无线连接到苹果公司的iPod设备，还能连接到一个网站上。这是一种经典的“智能组合”，它能让跑者编排音乐、追踪跑步和健康数据、与其他跑步者交流、找到跑步伙伴、分享跑步技巧等。

这款产品给耐克公司带来的更重要的东西是促使耐克公司开始去设想运动鞋领域之外的事情。现在，耐克公司有一条数字产品线，其中包括它推出的非常成功的运动追踪器FuelBand。耐克公司正逐渐变成一家数字产品公司，并且取得了类似于它在运动鞋领域取得的成功。所以如果你问耐克公司究竟在做什么生意，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持续改变。尽管仍根植于“为满足运动员的生活需求而服务”的核心目标，但耐克公司如今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来实现这一点。

耐克公司并不是唯一一家转变核心业务的公司。《快公司》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通过将主要的专业领域向外转移，如今像耐克、苹果和奈飞这样的头部公司已经越来越多地获得了成功。这篇文章有一个具有煽动性的标题“核心竞争力走向死亡”（Death to Core Competency），该文章建议，无论一家公司的特色产品或特色服务是什么，也无论曾经使这家公司走到今天的是什么产品或服务，它们都不能让其顺其自然地发展到下一阶段。即便是一些还很年轻的公司也必须做出某些重要转变。2008年，Facebook在早期发展阶段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用户数达到近1亿。此时，Facebook迎来了一位新高管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传闻她给公司领导者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Facebook在做什么生意。伴随着快速增长的用户数，这家公司居然还没有确定一种营利的模式。桑德伯格的问题引起了公司内部的争论，一个新战略由此形成——更多地关注广告业务。

这对许多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清醒的认识：它们不能停留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或者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上。以初心来审视企业的状况，抛开企业的历史，抛开在曾经奏效的观念很有必要。这样一来，企业也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提出问题。

切断与过去的联系，清除制约因素

英特尔公司在其发展初期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起初，该公司专门制造计算机存储芯片，正是靠着这款产品的成功使英特尔公司不断发展。但是，随着存储芯片生意开始下滑，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格鲁夫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必须决定，是否将公司的重心转移到更有前途的领域。然而，他们产生了分歧：芯片是公司身份认同的核心，英特尔公司不会触及无须芯片的领域。

随后，格鲁夫向他的合伙人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被踢出公司，你认为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将会做什么？”

格鲁夫和摩尔推断，一个新的领导者不会对衰退的存储芯片生意恋恋不舍，很可能会将它抛之脑后。所以，他们也这样做了，那就是将英特尔公司的重心转向微处理器，这一决定为英特尔公司在接下来数年业绩的突飞猛进打下了基础。

当公司面临颠覆性的改革时（如今，有哪些公司不是这样？），旧习惯和旧传统有时候会阻碍改革的进程。“如果”这类的假设性问题能做到的便是清除这些限制，简单地说，就是允许领导者进行更多的全新的思考。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你可能会问，如果其他公司的领导者也像格鲁夫和摩尔这样做，那会怎样？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对该问题提出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版本：“如果这家公司没有存在过，那会怎样？”这个问题让你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所在行业和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克里斯坦森指出，设想公司没有历史，这就可以让领导者不再把重心放在公司已经存在的信念和治理结构上（员工已经寄希望于此），而是开始考虑新的发展潜力。他说：“在未来任何一个时间点，一旦你看到了公司的核心业务下滑的可能性”，这样的思考方式就会显得特别有效。当你设想自己的公司不存在时，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谁会想念我们？”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可以帮助你弄清楚公司最重要的客户是谁，你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抛弃过去已取得的成绩并不容易。“品牌速度”公司（Brand Velocity）的顾问杰克·伯格斯特兰（Jack Bergstrand）认为，公司应该定期提出的问题之一便是“我们应该放弃什么业务”，这是因为公司领导者很自然地就会倾向于聚焦“他们应该做什么业务”的问题。伯格斯特兰指出，对想要清除的东西妥协让步通常很难做到。他坚持认为，如果不能回答上述问题，“你接下来想做的业务就会很难成功，因为你耗用了部分资源去做自己不必再做的业务。”此外，如果你不能想出什么是应该终止的业务，这或许是一个早期预警信号，提醒你并不清楚自己的战略是什么。

伯格斯特兰解释说，对大多数公司来说，放弃一些业务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曾经取得成功的程序或产品进行终结，因为“我们不喜欢亲手扼杀自己的孩子”。另外，公司政策也会对此有所妨碍，公司里的某个人或某支团队自然会倾向于保护他们自己的项目。伯格斯特兰表示：“即便只是问‘我们应该放弃什么业务’这个问题都会让公司里的人不舒服。”鉴于这个原因，采用“如果这家公司没有存在过，那会怎样”的思维模式是有必要的，这样你就能自愿地切断与旧程序、旧产品和过去的实践之间的联系。

并不是只有历史和日常工作才会阻碍公司向前发展。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能抑制公司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例如，过度地关心诸如成本和预算这样的实际问题会限制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包括乔布斯在内的一些商业领袖会使用“如果”这类假设性问题去暂时清除现实存在的许多制约因素了。还有一个类似的方法是，鼓励一起做项目的团队反思：如果营利并非我们的目标，那会怎样？我们怎样才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项目？

通过暂时清除这些制约因素，人们的想象力就会得到释放，从而发现绝佳创意，尽管这会消耗掉公司的大量资金。但是，人们也可能最终会想到一个能缩减成本的突破性方法。

相反地，采用“如果”这类问题去利用限制因素也是可以考虑的。通过激励人们去思考在极限范围内创造或实现某些事情，比如“如果我们提供价值100美元的服务却只收取10美元，那会怎样？”这就会迫使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实践和设想进行反思。而有时候，幻想也能成真。正如商业顾问、达特茅斯学院的维杰伊·戈文达拉扬教授指出，印度的医院已经开发出极为便宜的外科手术方法来提供手术业务，费用仅为其他国家的一小部分，而且十分安全、可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印度的医院受到市场压力的驱使去质疑目前外科手术费用存在的问题的结果。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如果我们要与自己竞争，那会怎样？

2007年，和许多其他杂志一样，创刊150周年的《大西洋月刊》也饱受广告收益下滑的折磨。出版商戴维·布拉德利（David G. Bradley）给这本杂志带来了新的编辑和商业团队。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些人就像在硅谷新创一家公司一样进行了头脑风暴式的讨论，其任务就是攻击这本杂志。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积极地调离杂志社内部的人员，那我们会做些什么？”答案是：他们在数字化的前沿做了一次重大尝试。在了解到新闻聚合正在扼杀杂志时，他们开始拿出自己的“撒手锏”，即The AtlanticWire.com、The AtlanticCities.com以及Quartz等一系列网站。他们逐渐对先前独立的数字部员工和印刷部员工进行整合，终结了访问Atlantic.com网站的付费墙，甚至正式地将“月刊”从杂志的名字中去掉。到2012年年底，网站访问量飙升了2 500%，利润翻倍。这也是该公司在最近几十年里的首次盈利。而他们其实只是充分利用了公司的内部资源，并不断地寻求外部潜在的发展机遇，取得的成绩恰恰是得益于这次伟大的决定。

重视事业胜过重视经营底线

随着逐渐摆脱约束并且大胆想象诸多可能性，有些公司可能会考虑一些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一家公司能否把自身的业务转化成一项事业呢？为什么它们想这样做？

在某种程度上，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跟客户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中的新动向有关。由于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存在，人们比以往更多地了解到有关公司和品牌的信息，也比以往更关心公司的状况如何、公司的价值观是什么、公司代表了什么等一系列问题。

公司员工同样也比以往更关注自己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年轻的员工，他们希望加入那些与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相似的公司，或是那些致力于善行的公司。咨询公司“皮尔观察”（Peer Insight）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奥格尔维（Tim Ogilvie）说：“现代员工并非只看重公司付给他们的薪水。他们表示自己想做一些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因此，如果一家公司希望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非仅仅代表它生产出或售卖的东西，那么这家公司就需要与客户和内部员工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

山下凯斯说，公司可以通过提出问题来找到它们想要从事的事业，比如“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可能需要做一些情景分析——暂时撇开公司经济膨胀的泡沫而去花时间了解客户的需求，从而发现客户真正在乎什么和他们对什么有热情。另外，你还需要弄明白是什么使客户不去购买你的公司的商品或服务，这是你需要解决的诸多难题之一。而到了你能大幅减少那些难题给你造成的麻烦时，外界就不会认为你的公司只考虑挣钱了。

例如，以美国为根基成长起来的帕尼罗面包咖啡连锁店（Panera Bread，以下简称帕尼罗公司）。帕尼罗公司首席执行官罗恩·谢赫（Ron Shaich）声称，随着公司开始寻求在社区里扮演更有意义的角色，他们发现了一个与其能力和资源都十分契合的问题。谢赫曾在一次与他人的交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哪样东西是只有我们才能够提供的？”

谢赫表示，他在花了一段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后，按照自己的方式给出了答案——帕尼罗关爱餐厅（Panera Cares），这是他创办的一家“按你的喜好或自身经济能力支付”的面包咖啡连锁店。在这家餐厅里，顾客只需支付他们希望支付的价格，或他们负担得起的价格（基于建议募捐的钱数）。除此之外，这家连锁店与其他餐厅无异。

虽然许多餐饮店都在销售新鲜烘焙的面包，但帕尼罗公司一直给有需要的人提供没卖完的面包。数年来，该公司一直在给社区捐助食物储藏室。然而，进行慈善活动（许多公司都在做的事）和将慈善当作一项事业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还能做什么，”谢赫说，“我想把我们的主营业务都放在这条线上。”有些事情也随之越发清晰：帕尼罗不仅提供面包赠品，而且还给那些饱受饥饿之苦的人们提供良好的用餐体验。用谢赫的话讲，这种额外投资就是“把主营业务都放在这条线上”，这不仅让公司为慈善事业付出更大的努力，也让它的行动明显区别于其他公司的慈善项目。

第一家帕尼罗关爱餐厅大概在2012年开张。2015年，帕尼罗共有5家店，它们一年服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

谢赫指出，当帕尼罗公司正设想怎样发展帕尼罗关爱餐厅并将其付诸实践时（他自己也在第一家餐厅工作），公司内部做出了许多艰难的抉择，以确保整个计划的完整性。比如，公司决定提供一份完整的菜单而不是限定的菜单，在餐厅里放置捐助箱而非收银机。谢赫担心使用收银机可能会给顾客在付款时造成心理压力。谢赫说，在每一个环节上，公司都必须问：“我们想在这一环节中走捷径吗”或者“我们这样做对吗”。

正如皮尔观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奥格尔维注意到的，忠实某项事业往往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有时还需要做出牺牲。奥格尔维举出全食连锁超市（Whole Foods）的例子，“当你到了不能同时满足于公司的经营底线和事业的发展要求的境地时，这两者总有一个会受到影响”。在这家连锁超市找到一家进行人道主义式捕捞的供应商之前，它果断地决定长期停售活龙虾。“这是一项艰难的抉择，但当员工发现你重视事业胜过重视经营底线时，他们就会相信这家公司，甚至是这项事业。”

营销者在创造一项事业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之一便是，当他们习惯说自己正为了某些事而奋斗时，就很少朝相反的方向走，也很少问自己：“我们正在抵制什么？”巴塔哥尼亚公司在部分程度上反对过度消费，当它思考“如果不让消费者从我们手中买东西，那会怎样”的问题时，它就是在冒险。

最后，巴塔哥尼亚公司决定冒着损失销售额的风险去支持一项更大的事业，并且以广告的形式呼吁人们不要去买它的衣服，或者至少如果人们没有实际需要，就不要买它新生产的夹克衫。巴塔哥尼亚公司首席执行官凯西·希恩表示：“这些广告只是呼吁人们去质疑自己的消费理念，并要留心他们购买的材料。”尽管巴塔哥尼亚公司发出的是一个具有极高风险的信息，但希恩表示，这实际上会帮助品牌获得市场份额，因为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而消费者们可能会格外钦佩巴塔哥尼亚公司在广告中所倡导的立场。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怎样让人们更频繁地喝饮料？

当杰弗里·邓恩（Jeffrey Dunn）还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政行官时，上述这个看起来并不吸引人的问题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软饮料市场却是极为重要的。当然，这个问题对其他饮料公司也非常重要。作家迈克尔·莫斯（Michael Moss）透露，那时整个快餐行业都把注意力放在怎样提高盐、糖和脂肪的含量过高的食物的销量上。与此同时，美国的肥胖症患者却越来越多。今天，作为胡萝卜和果汁制造商“博特农庄”（Bolthouse Farms）的管理者，邓恩致力于生产更加健康的产品。“博特农庄”率先将当地培养的“小胡萝卜”引入市场，但它不想浪费那些畸形胡萝卜。于是，该公司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如果把那些畸形胡萝卜削皮并切成规则的迷你胡萝卜，那会怎样？”在“博特农庄”，邓恩一直提倡将小胡萝卜做成脆脆的零食，而这也回答了他提出的新问题：“如果我们像卖垃圾食品一样卖小胡萝卜，那会怎样？”

为员工创造做实验的安全空间

在日常的商业事务中，比如产品开发，提问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埃里克·莱斯指出的那样，检验新想法是否有效是非常重要的。莱斯相信，如今的企业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实验”对于很多想要“制造产品”的管理者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违反直觉的，因为他们不想“做实验”。但是，正如莱斯指出的，每当你在做任何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情时，“都是在做实验，无论你是否承认。因为没有事实证明这件事能行得通”。

那么，企业怎样在不断地做实验的过程中变得更好？莱斯说：“起初你需要承认：‘我们在所有的不确定中持续运转，制造一款产品或做任何其他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一次实验，以此减少这些不确定’，这就意味着企业不需要问‘我们将要做什么或将要制造什么’，而应该问‘我们将会学到什么’，然后，你就需要回顾最小可行性产品，看看自己能否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莱斯强调，在接触到有关“精益创业”理念的更多复杂方法之前，仅仅让自己去设想一下“我们将会学到什么”，就能发现世界变得大不一样了。首先，这个问题能帮助你开启创造力，而这些创造力其实早已经在你的公司里存在了。莱斯表示：“许多公司有丰富的想法，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确定这些想法是否奏效。如果你想要从这些想法中有所收获，那么就要允许员工做更多的实验，这样他们自己就能发现问题的答案了。”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你的网球是哪一个？

德鲁·休斯敦（Drew Houston）是在线存储服务提供商Dropbox的创始人，他认为所有想要成为企业家的人都应该努力解答“你的网球是哪一个”这个问题。按照休斯敦的话来说，“最成功的人往往痴迷于解决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难题。而这些最成功的人使我想起一只总是追着网球跑的狗”。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预期，“那就找到你的那个网球，也就是那个推动你不断前进的事物”。贝宝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认为，通过向自己提问题，企业家就能挖掘出自己所追求的想法，比如问自己“几乎没有人会同意我所相信的事情吗”。如果自省不起作用，那么你就需要尝试环顾四周。布赖恩·斯派利（Brian Spaly）是服装行业的连续创业家，他建议：“无论何时，当你遇到令自己失望的服务或顾客体验时，都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我能解决的吗？’”另外，不要仅盯着只与利益有关的问题，比如“顾客会为此埋单吗”。新创公司顾问戴夫·卡什（Dave Kashen）认为，对任何新的挑战提出一个好问题会让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

蒂姆·奥格尔维指出，公司能给员工创造一个测试其想法和做实验的安全空间也是很重要的。为了创造出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公司需要能够回答“我们的‘培养皿’在哪儿”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在问：在公司里的什么地方提出尖锐的问题比较安全？奥格尔维说：“作为一家知名企业，尽管你们已经实现了对现有客户做出的所有诺言，但你们必须持续专注于这一点。”因此，这个问题就变成：“在一家企业里，你能在哪里探索那些可能威胁到企业的业务状况的有些离经叛道的问题，而不会干扰到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奥格尔维说，公司领导者需要“对实验做出许可并签署某种同意条款”。这意味着，公司要给那些探索新问题的人提供时间和资源以及方法。比如，提供讨论“我们怎样去做”这一类的提问会议以及投入市场进行实验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公司应该在其所属的商业领域布置“警戒线”——一条存在于核心业务部门和创新孵化部门之间的清晰可见的线。这样的话，这两个部门就可以相互影响了。

奥格尔维表示，换一种说法，这个问题就可以表达为：我们的公司能否重新成为一家新创企业？出人意料的是，他认为这是任何一家新创企业都应该问的问题。“新创企业不顾一切地想成为一家老公司，”奥格尔维说道，“他们非常担忧自己的收益会滞后、盈利会滞后，并且很快就会放弃只有新创企业才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事物。一旦新创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想：‘经过不懈的奋斗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些目标’。”这一切意味着，他们已经从原来的“培养皿”中长大，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培养皿”了。

告别头脑风暴，开始问题风暴

在今天的商业世界中，人们对头脑风暴的评价褒贬不一。头脑风暴逐渐被我们理解为人们倾向于在非正式的、放松的情境中进行创造性思考，尤其是通过连接性提问想出一系列新鲜的见解或将一些事物随机关联在一起。

事实上，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与上面描述的这种情况却往往是背道而驰的：人们被困在一间屋子里，绞尽脑汁地思考新颖的想法。“在这种场景下，人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也会深受团队中其他人的影响。”德布拉·凯（Debra Kaye）这样说道，她是《红线思维》（Red Thread Thinking）一书的作者。“在头脑风暴会议中，你很难进行自由联想，因为你通常会受到来自同伴压力的禁锢，而且别人的回应也会干扰你的想法。”

许多企业仍然不愿意抛弃头脑风暴这种方式，因为他们认为，对一支团队来说，能够处理挑战是至关重要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合作思考很关键，因为合作可以将持有不同观点和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汇聚在一起，尽管我们认为，创造力有时需要在孤独中产生。伟大的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曾说：“独处时就是思想萌芽的时候。”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当人们将彼此的观点和想法进行交换时，他们的创造力就会得到释放。

至于怎样摆脱头脑风暴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个难题，解决办法之一可能就是转变头脑风暴的性质，让它变成一种尽可能多地产生问题而非产生想法的形式。而在教育领域和商业领域的许多团队和个人的身上，我找到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有趣发现。

正确问题研究所致力于教学生通过提出问题来处理难题，而非通过提出解决方案来处理难题。它发现，许多学生（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使用“问题风暴”（question-storming）的方法似乎都能更自由且更具创造性地进行思考。“问题风暴”方法的重点是提出问题。正确问题研究所的丹·罗斯坦认为，在这种新形式中，在传统的头脑风暴中出现的一些来自同伴的压力反而减少了。这是因为人们对答案的评判要比对问题的评判严苛得多。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赫尔·葛瑞格森一直在研究“问题风暴”在一些大公司中的有效性。他发现，这种形式要比传统的头脑风暴的效率高得多。“常规的以得到想法为目的的头脑风暴常常会碰壁，因为我们的想法是有限的，”葛瑞格森如此说道，“而这部分源于我们自己提出了错误的问题。”当一支团队中的成员针对某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无处可去，被困住了”。葛瑞格森说：“此时就是退一步并进行‘问题风暴’的完美时机。”

葛瑞格森特别建议，团队成员需要针对要“被风暴”的难题提出至少50个问题。当人们把这些问题写下来和他人分享时，“团队的其他成员就会集中注意力思考，并想出更好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想出一个问题比想出一个点子更容易。这是因为当我们谋求想出一个问题时，不必凭空设想出一个解决方案，或者用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将诸多想法整合在一起，而只需要从一种稍微不同的探究角度来聚焦一个难题就足够了。

在观察了全世界100场“问题风暴”会议后，葛瑞格森注意到了一些共同的模式。“在提出大约25个问题后，团队成员可能就会稍微停一会儿，并且说‘这些问题足够了’。然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推进一下，当你得到50个甚至75个问题时，一些非常棒的问题可能就会随之出现了。”

正确问题研究所提出的“问题风暴”方法不太注重问题的数量，而这种方法通过“将闭合式问题开放”以及将“开放式问题闭合”的方法，能迅速“改善”整个团队面临的问题。当公司决定通过团队讨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时，关键在于将那些非常棒的问题融合在一起。通常，我们利用头脑风暴就能直接找到一个重大问题。虽然许多想法在会议中被抛了出来，但人们往往不知道怎样筛选出绝佳想法。然而，筛选出好问题对团队来说却更为简单，因为它们具有吸引力，能够激发人们的兴趣，使人们想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正确问题研究所建议，在一次问题风暴会议中，一家公司需要产生3个非常棒的问题，而这3个问题是公司希望在未来需要继续探索的。

与头脑风暴相比，“问题风暴”可能更切实际、更让你有所收获。采用“问题风暴”方法的目标不在于在一场会议中得出“答案”，而在于在会议中找到一些值得进一步进行探究的问题，至于这些问题则可能会给你提供方向和动力。

当今，一些位于所在行业前沿的公司正尝试重塑头脑风暴，在考察这些公司的重塑方式时，我发现了一种有趣的趋势：它们使用的是一种仅使用3个单词的特殊的提问方法——我们、怎样、才有可能……（How might we?）这是一种可以确保那些想要成为创新者的人以最佳措辞提出正确问题的简单方式。其拥护者表示，它既非常有效，也能检测出一个以最佳措辞提出的正确问题在激发创造性思维和自由协作方面的作用如何。

当企业试图进行创新时，他们通常都会谈论自己面临的挑战，但使用的却是抑制创新而非鼓励创新的语言，商业顾问米恩·巴萨德如此认为。在过去4年内，巴萨德在大量企业中讲授“我们、怎样、才有可能”这种提问方法。巴萨德解释说：“起初，人们可能会问‘我们可以怎样做这件事’或‘我们应该怎样做到那一点’但是，一旦你使用‘可以’和‘应该’这些词语，你的措辞中就会隐含一种判断：我们真的可以做这件事吗？我们应该做这件事吗？”巴萨德还说，通过将“可以”和“应该”替换成“可能”这个词，“你就能延迟做出这种判断，更自由地进行选择，进而发现更多的机遇”。

蒂姆·布朗是IDEO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表示，当他的公司面临各种设计方面的挑战时，公司起初总会问：“我们、怎样、才有可能……”布朗注意到，在这个短语中，每一个词在刺激人们想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布朗说：“‘怎样’这个词假定了解决方案的存在，它提供了自信心。‘可能’是指，我们提出的想法可能可行，也可能不可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可以。而‘我们’则是指，我们基于共同的想法一起去做这件事。”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将会怎样做？

营销公司M Booth的高级副总裁安德鲁·罗西（Andrew Rossi）发现，在头脑风暴会议中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一种方法是，让团队中的成员从不同角度去思考他们正努力解决的难题。比如，如果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新牙膏，他们可能会问：宜家家居将怎样处理类似的挑战？另一种方法是，在会议中增加一条奇怪的限制，比如如果你的想法必须涉及闪电约会，那会怎样？罗西的团队有时会提议大家要以一位知名艺术家或表演者的视角来提出问题。比如，美国嘻哈歌手、企业家杰斯（Jay-Z）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做什么？J. K.罗琳会如何想这件事？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Neil Patrick Harris）将会怎样做？哈里斯一直被公认为是“演员、歌手、舞者、制片人、导演、作家、邪恶天才和魔法狂热分子”，所以他可能会做任何事。

尽管“我们、怎样、有有可能……”方法在IDEO公司盛行了许多年，但这种方法是西德尼·帕内斯（Sidney Parnes）在50年前提出的。当时，帕内斯是知名的创造力专家，主管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研究所（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Institute）。20世纪70年代，巴萨德在宝洁公司任创意经理期间，曾在创造性解决问题研究所做过研究，那时他就采用了帕内斯的头脑风暴理念来帮助宝洁公司的市场营销人员解决问题。当时，这些营销人员正由于宝洁公司的产品与高露洁公司广受欢迎的新肥皂的竞争而陷入茫然。高露洁公司的这款肥皂叫“爱尔兰的春天”，它呈绿色条状，公司宣称这款肥皂有“提神”的作用。

在巴萨德被邀请协助这个项目时，宝洁公司已经测试了六七种模仿“爱尔兰的春天”制造出的绿色条状肥皂，但没有一款可以将其打败。巴萨德向宝洁公司的项目组指出，他们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做出更好的绿色条状肥皂？”随后，巴萨德让他们提出一系列更具野心的“我们、怎样、才有可能……”问题，最终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可能创造出令人感到更为清爽的肥皂？”而正是这个问题打开了宝洁公司员工的创造力水闸。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们针对可能制造出的提神肥皂产生了上百个想法，最后该项目组围绕“在海岸上寻找具有提神作用的物质”这一主题整合了彼此的想法。于是，宝洁公司后来推出了一款滨海蓝色和白色相间的条状的肥皂产品，名为“海岸”，这一产品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极其成功的品牌。

正如“海岸”肥皂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怎样、才有可能……”方法给人以更多的发挥空间。巴萨德将这个流程扩大，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我们、怎样、才有可能……”问题，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为什么”这类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制造出另一款绿色条状肥皂”。另外，他力劝宝洁公司的项目组，不要一直困扰于竞争对手的产品的外观，而要退一步进行思考。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宝洁公司的产品与它是否是绿色条状没有关系，只跟它是否能提神有关。

巴萨德坚持认为，有些公司花费很大的力气提出的问题却是错的，或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是错的，这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大部分企业家总是在‘发现问题’或界定问题上力不从心，”他说，“这是因为MBA课程是不会教他们这些的。”为了填补MBA课程的这个缺陷，巴萨德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叫作“巴萨德应用型创造力”（Basadur Applied Creativity）。该公司开发了旨在为企业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单一程序，而“我们、怎样、才有可能……”提问方法就是该程序的核心。

渐渐地，巴萨德将“我们、怎样、才有可能……”方法推广到宝洁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其中包括科技公司Scient。Scient公司拥有许多巴萨德理念的拥护者，设计师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便是其中之一。当沃伦跳槽到IDEO公司时，他也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这家公司。IDEO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布朗坦言，当他接触到这种鼓励企业家提问“我们、怎样、才有可能……”的理念时，“起初对此持怀疑态度，它听起来有一点像加利福尼亚人的做法”。然而，不久以后，IDEO公司就在全公司召开“问题风暴”会议，在会议上有700多人一起提问题。

当沃伦从IDEO公司跳槽到谷歌时，这种具有“传染性”的“我们、怎样、才有可能……”方法又找到了新的“主人”。在谷歌，沃伦领导着用户体验设计团队，当时该团队在创建谷歌X实验室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他说：“我们每天都会提出‘我们、怎样、才有可能……’这类问题。”在谷歌，这些问题能囊括所有范围，从“基于搜索查询，我们怎样才可能预测一场即将爆发的流感”到“我们怎样才可能帮助更多人对于在社会化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状况感到很自在”。最近，谷歌X实验室的一个成员将“我们、怎样、才有可能……”方法从谷歌带到了Facebook。

“我们、怎样、才有可能……”方法的支持者表示，这种提问方式可用于应对几乎所有的挑战，而它尤其在应对那些难以克服的挑战上最为有效。布朗表示，这种方法对那些太过宽泛或太过狭窄的问题没什么作用，比如我们怎样才可能解决全球饥饿问题？我们怎样才可能在下一季度增加5%的利润？找出最正确的“我们、怎样、才有可能……”类的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布朗说：“因为你需要找到那个好问题。”

答案不是最终追求

戴夫·帕特奈克是跃升创意策略公司的顶级商业顾问，他说：“当今，公司领导者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成为他所在公司的‘首席提问者’。”对此，帕特奈克还补充了一条忠告：“大多数领导者首先需要意识到的就是，他们在提问题方面表现得很糟糕。”

你不需要对此感到吃惊。帕特奈克指出，大多数公司主管都是从普通员工晋升上来的，因为“他们善于给出答案。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形成问题上几乎没有经验”。他们习惯于提出较为实际的问题，比如“这会花费我们多少钱”“谁对这个问题负责”“这些数字看起来怎样”或者，类似于帕特奈克喜欢的一个愚蠢问题：“我们的平板电脑是什么版本的？”

这种以事实为答案的实际问题确实具有意义，它能帮助企业运营良好，但在领导企业方面价值不大。亚当·布赖恩特（Adam Bryant）为《纽约时报》的“角落办公室”栏目撰写专栏文章，该专栏的特色是每周采访一位商业前沿的首席执行官。他表示，那些优秀的领导者明白，提出开放性的、能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能帮助他们发现将要面临的挑战和新机遇，这样他们就能在新的方向上领导公司。帕尼罗面包咖啡连锁店的首席执行官罗恩·谢赫观察到：“当你正领导一支团队、一家新创企业或一家上市公司时，你的主要职责必定是发现未来。而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甚至是破坏性的问题，就可以成为你探索未知领域的指南针。”

对于一些企业领导者来说，提问的难点在于，它会毫不留情地暴露出领导者缺乏专业知识的缺陷。在理论上，这就会让他们感到受挫，从而不愿再提出任何问题。然而，正如葛瑞格森和克里斯坦森的研究结果显示的，今天许多极为成功的首席执行官们都是一位专家级的提问者，这一点似乎就能推翻上述理论。尽管如此，从古至今，人们都认为，企业领导者必定是无所不知的、果断的、有一贯正确的“直觉”的，而所有这些特质几乎没有给提问留有余地。

兰迪·科米萨是硅谷一位资深的风险投资人，他表示，优秀的企业领导者和企业家对于“答案”有着与此不同的态度。“他们明白，答案是相对的。即便你现在有一个正确答案，它也会变。”

因为改变是一种常态，对于今天的企业领导者来说，如果他们愿意坦然面对改变，甚至想拥抱改变，那么提出模棱两可的问题就是关键所在。商业顾问布赖恩·富兰克林（Bryan Franklin）注意到，一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可能在做决定时不够果断，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当前市场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力量和悖论，他们常常发现自己“站在看起来自相矛盾的事实的交叉点上”。比如，他们需要考虑怎样平衡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企业的产品种类相对单一时怎样丰富产品线等问题。

按照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MIT Leadership Center）负责人德博拉·安科纳（Deborah Ancona）的说法，面对一些格外复杂的事物，领导者需要有某种“意会能力”。安科纳将此能力定义为，“在一个不断改变且复杂的环境中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的能力”。她认为，要具有这一能力，领导者就必须能跳出自己的假定，引入大量新信息，并弄明白怎样将这一切应用于企业中，有时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通过不断地“做实验”。因此，大量的“为什么”“如果”和“怎样”等类的问题也就会随之出现。

企业领导者不需要独自提出这些问题，当然也确实不应该这样做。戴夫·帕特奈克表示：“要成为一位提问型领导者，你需要了解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由你自己提出。”如果企业领导者准许其他人提问，并鼓励他们去提问，那么他们就能贡献出一系列观点，从而帮助其筹集大量“为什么”和“如果”这两类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由处于最高层的人提出来。

提问的主要源泉可能也应该来自企业之外，来自那些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的人，因为他们能作为一个天真的局外人对企业提出疑问。

提问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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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接收信用卡支付？

杰克·多西（Jack Dorsey）是Twitter的联合创始人。他认为，企业领导者应“质疑一切”。他的一位朋友——玻璃设计师吉姆·麦凯尔维（Jim Mckelvey）因为无法接收一位潜在顾客使用信用卡支付而损失了2 000美元的销售额。了解到这件事后，多西想知道，为什么只有公司能接收信用卡支付？于是，多西跟麦凯尔维合作，期望能制作出便于使用的读卡设备，以替代目前笨拙且昂贵的读卡设备。多西想：“如果刷信用卡时需要的只是一部智能手机或一台平板电脑，那会怎样？”而怎样让该想法变得可行呢？多西和他的新创公司Square的设计师们设计出了一个小的塑料塞，它很容易就能插进手机听筒塞口，起到读卡器的作用。他们还设计了一个通过App操作的干净、直观的用户界面。最终，一个高度简洁的Square就诞生了。多西认为，好的设计就是通过不断地提出问题，从而将那些不必要的功能移除。比如，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吗？我们能把什么去掉？

传奇商业领袖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就是以局外人的视角来观察各家公司的，这种视角使他能够看到公司内部人士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难题和问题。里克·沃兹曼（Rick Wartzman）是德鲁克研究会（Drucker Institute）的执行主管。他表示，人们常常想知道，德鲁克为什么会被誉为“管理发明人”，以及他如何能为通用汽车、宝洁和可口可乐等诸多公司提供指导建议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而答案可能就是：问题。

按照沃兹曼的说法，德鲁克“明白自己的工作不是为答案服务的”。德鲁克曾声称，他最大的长处是“发现自己的无知之处，并对此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比如“谁是你的客户”“你正在做什么生意”等。那些雇用德鲁克的客户可能一开始都很期待这位神奇的顾问能给他们所有的问题提供明智的解决方案。但正如他对一个客户所说的，“答案必须是你自己的”。

今天，许多顾问并没有遵循德鲁克的工作模式，他们更习惯扮演专门提供答案的“专家”。作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指出，企业领导者往往更喜欢别人能针对问题给出答案，“因为答案让我们能够采取行动，而问题却意味着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思考”。但是，德鲁克明白，一位正在观察你的公司的局外人可能永远不能像你那样对公司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局外人一般不会告诉你去做什么，而是促进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思考，挑战你自己的假设，重新架构旧问题，并提出一系列更好的问题。这样一来，你就能自己想出解决方案了。

尽管企业领导者可以向企业外部人士寻求提问方面的帮助，但是某些核心的领导力问题只能由企业内部人士解答。在美国顶级办公家具公司世楷公司（Steelcase）的首席执行官吉姆·哈克特（Jim Hackett）刚刚执掌公司时，他一直纠结于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企业领导者的他应该是怎样的？他想知道，一位首席执行官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上像什么样的人，以及他被期待成为的那个角色的本质是什么。

起初，哈克特把注意力放在了一些错误的问题上。他过度关注其他人想要的或那些人期待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尤其他的家庭正掌握着公司的大权。但是，他逐渐总结出，作为一名企业领导者，他理应去“观察混乱，指导整个公司接下来要去做什么事”。如今，他坚持认为，企业领导者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出一个清晰且与众不同的视角，以便其他人能够照做。而一旦得出这种清晰的视角后，企业领导者经过深刻反思和持续提问，就会不断调整这一视角，他们也就能借此看透公司的状况。

哈克特告诉我，他相信这种深度思考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是一种“遗失的艺术”。他说：“在这个环境里，人们往往只重视‘把事情做好’。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平衡思考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在世楷公司，哈克特努力强调，在采取行动之前要进行批判性思考、不断提问，他甚至还专门教授过此类课程。他说：“我们必须训练自己提问题的能力，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去提问题。”

一位提问型企业领导者必须做的一件最关键的事便是，找到激发和鼓励其他人提问的方法，就像哈克特在世楷公司所做的那样。你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在一家公司发展出一种鼓励提问的文化。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就需要依靠企业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互动。卓有成效地提问型企业领导者不会只给其他人答案，或者通过询问的方式从其他人那里要求得到答案，而会使用“苏格拉底式”提问方法，以鼓励其他人进行更深层次、更具创造力的思考。

企业领导者也必须知道应该何时停止提问。“你不必总是提出很多问题，因为当你开始关心怎样推进问题的解决时，会有许多不同的潜在答案随之产生，”巴塔哥尼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凯西·希恩如此说道，“提问非常关键，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当你认为自己已经找到最佳解决途径时，你就必须采取行动。”怎样才能知道应该何时停止提问，进而开始行动呢？希恩声称：“大多时候，我会依靠自己的直觉对此做出判断。作为一位领导者，在某种情况下我会感到很受挫，然后我就会说：‘让我们开始行动吧！’”

给使命宣言打个问号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说过：“对一切所谓理所当然之事投以怀疑的眼神是一种正确的做法。”所以，让我们把这句话用到企业的使命宣言中去吧，企业的使命宣言常常会被人们忽视，偶尔还会遭到嘲笑。如果我们仍然使用典型的使命宣言，但是在宣言的结尾画上问号，让它成为一个问题，那将会怎样？

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为什么一家企业会想要设定使命宣言？那么，让我们先假设一个宣言式的“声明”会让企业看起来更自信，更加确信其使命，也更坚定其信念。但是，使命宣言往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它们通常听起来很傲慢，让人们难以相信。看起来又总像是充满了“企业的”和“官方的”辞令，这也意味着它们有一点呆板。其次，企业的使命宣言常常是平庸的公告（比如“我们帮他人省钱，以便他们能生活得更好”），或者是存在有争议的声明（比如“雅虎是数字媒体公司中的先驱”），在衡量一家企业是否真的会实现更远大的目标方面，这些声明不会给你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有时，这些声明听起来就好像企业已经完成了其使命一样，但事实上企业当前只处于一种正在履行使命的阶段。

在如今这样瞬息万变的时代，把静态的使命宣言转化成一些更开放的、变化的使命问题似乎非常适宜，而这些问题仍旧可以体现出企业的雄心壮志。比如，可以把“我们通过机器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句话转换成“我们怎样才能通过机器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通过将企业的使命用一个问题来清晰地表达出来，就会让外界知道，“这就是我们为之不懈奋斗的事情，尽管还未实现，但我们正在奋斗。”这种表达企业使命的方式就承认了可能性、变化和适应性的存在。米恩·巴萨德表示：“我希望企业的使命宣言能以‘我们、怎样、才有可能……’这样的字眼作为开始。你不想让使命宣言听起来好像你已经完成了一样吧。如果我们说：‘我们怎样才可能被认定为是最好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那么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并愿意采取完成这一使命的新方式。’”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最重要的是，一个使命问题能汇集众多参与者和合作者。蒂姆·布朗指出，问题会向人们发起挑战，并邀请他们围绕一种理念或一个难题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所以问题也能吸引员工去履行企业的使命。如果企业领导者希望所有员工都能履行使命，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完成企业的使命看作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一种针对重要问题或大家共同提出的问题而进行的解答。

许多企业的使命宣言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企业的一些主张，但这个使命宣言怎样反映出一家企业的状况呢？一家正奋力解答一个代表其雄心壮志的问题的企业与一家宣称已经解决了任何难题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使命宣言”的企业，哪一个更令人钦佩？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如果书店能够像夏令营一样，那会怎样？

最近几年，许多当地书店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史蒂夫·伯库（Steve Bercu）是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书人书店（BookPeople）的老板，大多数像他这样的独立书商都在提出一些基本的问题，诸如“我们能提供哪些亚马逊提供不了的服务？”针对这个问题，伯库给出了一个答案：专门面向孩子们的夏令营。书人书店的一名员工发现，青少年非常喜欢“波西·杰克逊（Percy Jackson）系列”丛书。于是，他想，书人书店是否能创造一种现实版的“混血营”(26)，因此他便开始尝试用夏令营的方式让孩子们聚在一起读书。由于伯库不知道该怎样开展夏令营活动，所以他只好在当地公园里找一个地方来举办各种户外活动，其中就包括读书交流活动。这个计划非常受欢迎，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这个夏令营中，家长们往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最终，这种夏令营活动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帮助伯库的书店赢得了很好的名声，也使得店里的许多书都变得非常畅销。

无论企业的使命宣言是否会被浓缩成一个问题，它都需要经受持续不断的质疑：

•　在今天，企业的使命宣言还有意义吗？

•　作为一家企业，如果我们已经履行了使命宣言，那么未来我们仍能很好地履行吗？

•　这一使命宣言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吗？它是否推动公司持续向前发展吗？

•　我们都在履行这一使命宣言吗？

前三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企业可能更需要考虑最后一个问题。由于使命宣言通常由高层管理人员制定，所以许多宣言读起来很死板，似乎只是将不同的词语硬凑在一起。但是，如果整家公司的人并不相信这种使命宣言会有什么效果，那它还会有意义吗？因此，若是希望让员工感到自己与公司的使命紧密相连，那么就要让员工在公司制定使命宣言或更新使命宣言时参与进来。

山下凯斯注意到，有一些公司会让员工参与起草公司的使命宣言，但另一些公司却将此丢给公司的领导者来做。他说：“我认为，制定公司的使命宣言的方式并无正误之分。”但他指出，参与起草公司的使命宣言是一种“内省”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让人们更坚定地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确存在意义”。

山下凯斯曾提到星巴克在几年前将其使命现代化方面所用到的方法。当时，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首先与公司的高层领导者一起重写了公司的使命宣言。随后，他们召集公司的300位高层管理人员，叮嘱他们要按照这个宣言行事。接下来，这些高层管理人员在美国新奥尔良市花了4天的时间传达使命，最终将这一使命传达到12 000多位管理人员。山下凯斯说：“在设置公司的使命方面，星巴克做得很好，公司的使命最初由几名关键的领导者制定，但最后所有的员工都参与到履行使命中去。”

IBM公司时任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 Palmisano）采用的则是一种比星巴克更为直接的方法——提前向员工灌输公司的使命。山下凯斯回忆称，彭明盛“主持了一场世界级在线‘即兴演奏会’，以引发员工们围绕公司的使命进行思考、阐发自己的观点，员工们也在这个过程中讲述了许多有关IBM人的令人感动的故事”。超过8万名IBM员工参与到这场“演奏会”中，他们共同书写了公司的价值。而在现任首席执行官罗睿兰（Ginni Rometty）时期，IBM的这一活动仍在延续。

罗恩·谢赫表示，公司的使命可能是在不经意间确定的。比如，开设帕尼罗关爱餐厅的想法就是罗恩·谢赫在与许多连锁加盟商的一次晚餐中产生的。有一位连锁加盟商问，帕尼罗公司希望怎样继续为服务社区做出努力？这就让谢赫开始思考升级公司现有的面包捐赠计划的各种方法。

无论使命问题是由公司底层人员提出的，还是由领导者自己提出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持续提出问题。比如，我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怎样才能更好地做这件事？正如谢赫所说：“弄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是一段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的旅程，而问题就是我们进行探索的工具。”

创建“好问的”文化

对企业领导者来说，需要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创建一种提问文化？”但在提出该问题之前，他们可能会首先产生疑问：“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提问文化吗？”

山下凯斯说：“我认为，许多传统公司可能不会想构建这样一种文化。我们发现有很多公司的文化都是排斥提问的。”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如戴夫·帕特奈克指出的，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一家公司允许员工进行太多的提问，就会让公司变得松散。“自然界痛恨真空，而企业却痛恨含糊不清的不明确状态。他们想参照答案去处理事情。因此，即便他们有时明知公司内需要一种提问文化，通常也不愿意去做能形成这种文化的事情。”

在一种企业文化中，鼓励员工提出更多的问题可能会使公司内部出现混乱。如果一家公司给予员工更多的空间去质疑，就意味着这家公司的政策可能会受到挑战。现有的模式和实践方式也可能会引起员工们反思：“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质疑已被证明可行的方法的。对一些领导者和一些中层管理者来说，当面对员工的质疑时，最让他们沮丧的就是不得不针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和寻找合理的借口。

如果企业中允许提问的存在，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些权威人士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有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很讨厌非专业人士质疑他们的渊博知识。而一心想推动事情发展的管理者则可能会觉得，他们不一定非要回答自己的下属提出的问题。有些人会认为，提问会让进程变慢，尤其是那些认为企业最需要的是“答案，而非问题”的人。

这种担忧固然存在，但对任何一家需要创新或者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应对竞争和其他颠覆性力量的公司来说，培养一种提问文化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文化能促进具有创造性的、新鲜的和适应性的思维在整个组织中流动。如果公司中有一位领导者可以充当“首席提问官”的角色固然很好，但这仍远远不够。如今的许多公司都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而这些挑战需要的是协作式的、跨学科的问题解决方式。创造性思维不仅来自公司的所有部门，也来自公司外部。如果企业形成一种“好问的”文化，那么提问、学习和信息共享就会开始蔓延，也就会允许人们不受限制地探索出新想法。

如果一家公司想让员工们认同一种提问文化，那么创建并滋养这种文化就必须从公司高层做起。公司领导者要清晰地表明，员工们可以提出问题而不会受到惩罚。另外，领导者还要对从公司使命到策略再到政策的一切都要提出疑问。“作为一位公司领导者，如果我想要努力创建一种提问文化，那就必须从提出很多尖锐的、颠覆性的问题开始，”赫尔·葛瑞格森说，“我必须言出必行。”

公司领导者必须愿意回答一些艰涩的问题，同时也要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在理想情况下，这些问题应该来自公司所有部门的不同级别的员工。谷歌一直坚持通过每周五的会议进行完全开放的问题讨论会，此时所有的员工都会被邀参加会议，向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提问题。而这些问题会立即被公司的员工们投票决定是否围绕其进行讨论，最高级别的问题通常都是最难解决的且最有争议的问题，它们随后会立刻被管理层提上日程。

谷歌前首席工程师查尔斯·沃伦说：“坐在会议室里了解到公司里的任何人都能提任何问题，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沃伦说，那些团队管理者或项目负责人（沃伦也是谷歌X实验室的领导者之一）也要接受公司员工的提问。而谷歌的这种提问文化并不总是友好的。沃伦指出：“有些问题可能会针对个人或具有攻击性。”如果你开发了一款产品，但是某些人不喜欢，那么你可能就会遭受一系列的质问，比如“你为什么试图毁掉公司？”

尽管如此，谷歌传达出的信号是，公司做的任何事都是基于每名员工提出的问题。由此可见，员工提出的这些问题将会受到切实的关注。告诉员工他们可以问任何问题是件好事，但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只是被关在一个没人打开的“问题盒子”里，那么就可能永远也达不到预期目标了。世楷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哈克特表示，如今许多公司都在使用内部社会化网络，而这一网络成了升级版的“问题箱”或“建议箱”，并且这些公司常常会因为问题而变得活跃起来。世楷公司就鼓励员工们可以对其他任何人提出问题。这种机制让哈克特或其他执行官随时都需要面对员工提出的问题。

尽管企业领导者表明他们愿意接受回答员工们提出的问题，但可能还存在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奖励，你怎样奖励那些提出问题的员工？

埃里克·莱斯表示，当一家公司正努力创建一种提问文化时，“并不是只需把这种文化当成一种口号或利用广告进行宣传即可，而是要构建一种促进这种提问行为的体系和奖励机制。因此，作为一名高层管理者，如果你不喜欢所在公司目前的提问环境，那么你就需要思考一下自己能做些什么”。莱斯指出，在大多数公司，“资源或者会流向那些最自信且计划性最强的人，或者会流向那些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莱斯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必须将更多的预算经费拨给那些正在探索没有答案的问题的、进行有前景的实验以及明智的冒险的人。对许多企业来说，这个想法可能比较激进，但是那些给创新铺路的“失败的实验”也应该受到奖励，尤其如果某些员工在进行实验或提问的过程中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更应该受到奖励。

公司领导者也应该留心观察哪些提出问题的员工由此受到了惩罚，尽管这些惩罚有时并不严厉或者是无心之举。对此，领导者应问：如果一名员工在公司里提出问题，那么他是在自找麻烦吗？

商业作家戴尔·道廷（Dale Dauten）描述了一个普遍现象，那些在工作场所提出问题的人（比如指出公司做得不太理想的事情）随后就会被告知：“因为你发现了这个问题，现在你的工作就是解决它。当然，是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去解决这个问题。”如道廷指出的那样，这会阻止人们发现并提出问题，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想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由此可见，公司领导者应该采取的最佳方法是询问这些问题发现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投入到解决这个问题当中以及想怎样投入其中。如果这些员工不能独自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公司领导者也要表示理解。而若是可行的话，公司领导者还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和支持，并且使他们即便最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能凭借提出问题而获得赞誉。

一般来说，人们需要很多时间去提出较难解决的问题，当然也同样需要大量时间来致力于将其解决。因此，如果总是急匆匆地完成各种事情，那么你就不能“退一步”思考。例如，谷歌非常著名的“20%的时间”政策规定，员工可以将其1/5的时间分给一些独立项目，实际上就是去解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这项政策长期以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谷歌几个最重要的创新，其中包括Gmail和Google News，就是由那些利用自己20%的时间去解决“如果”类问题的员工完成的，而做这些事情都不属于他们的常规工作量。(27)其他公司也执行了类似的规定，如领英（LinkedIn），它的“黑客日”（Hack Days）给员工提供了“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花一天的时间去做他们真正热衷的事情”。其首席执行官杰夫·韦纳（Jeff Weiner）如此说道。另外，3M公司和戈尔公司也有与此类似的规定。

戈尔公司规定，员工应该将其工作时间中的10%倾注在独立项目上，这个规定已经激发员工做出了一些重大突破。该公司因创造出颇受欢迎的防水材料Gore-Tex而著称，有许多产品运用了这种材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吉他琴弦品牌Elixir。这项技术是由戈尔公司的工程师戴夫·迈尔斯（Dave Myers）开发的，而迈尔斯平日主要致力于研究医疗产品。在独立项目方面，迈尔斯想知道他是否能回答“我是否能让山地车的齿轮更平滑地转动？”这个问题。最终，他开发出一种带有新式塑料涂层的自行车链条产品，而它则成为戈尔公司的一款非常成功的产品。

随后，迈尔斯进行了一系列连接性提问，他想知道：“如果我将塑料涂层涂在吉他弦上，那会怎样？”于是，迈尔斯又研发出了一款极具突破性的畅销产品，它能让琴弦更持久耐用，更不易断。当然，研发出这款产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迈尔斯在长达两年的“怎样”阶段内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才将其研发出来。如果他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从常规工作中脱身，那么他就无法探究一个有趣的问题，而这个产品也就可能永远也不会诞生了。

戈尔公司已经将提问深深地植入其企业文化之中。公司副总裁黛博拉·弗朗斯（Debra France）评论道：“对于公司的成长来说，我们认为提问至关重要。在公司内构建一种提问文化就会使更多可能性随之产生。”

戈尔公司被视作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之一，还因其别具特色的公司管理结构而闻名。它采用的是扁平的公司管理结构，而戈尔公司也是现今等级层次最小的大公司之一。公司创始人比尔·戈尔（Bill Gore）明白，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不能培养提问文化，也不会促进公司内部任何开放式的交流。戈尔曾注意到，在大多数公司里，人们唯一能够自由谈话的地方就是车库。因此，他开创戈尔公司就是要努力解答这个问题：“怎样让一家公司更像一个车库？”

这家公司没有设置任何职位头衔，它拥有1万名员工，却没有一个经理。当员工初次被戈尔公司雇用时，他们往往很想知道：“谁是我的老板？”最后，他们明白了这个地方没有老板。这种公司管理结构就是比尔·戈尔所说的“网状组织结构”（Lattice），这指的是戈尔公司里一种精心制定的交流系统，它可以将每名员工与其他员工连接起来。当一个新人加入公司时，他们最初就是与一位指导人建立联系，而这位指导人“会把自己的信誉和‘网’都‘借’给新人，直到这位新人建立起自己的‘网’为止”。弗朗斯如此说道。

这种网络化、非等级制的结构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便是，即便是第一天上班的员工也都是自主的。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你必须运用自己的提问能力（以及从指导人那里获取的帮助）去想出自己该做的事情。

在戈尔公司的网络中，交流十分自由、流畅。员工可以将自己的任何问题或想法与其他人分享。“这非常个人化，”弗朗斯说，“如果你想给某人以反馈，那么就直接告诉对方你的想法即可。”

比尔·戈尔深信提问的价值，因此他主张戈尔公司要培训每名员工学会怎样提出一个好问题——在提出能应用于测试新想法的有效性的问题上，戈尔公司会给员工提供专门的指导，让他们掌握衡量追求可能的机会或创新所具有的价值的能力，比如去问“确实有这种机会吗”“会有客户需要它吗”。同时，戈尔公司也会利用问题来改善员工间的合作方式，它将重心放在有效的提问上，为的就是让指导人能更好地指导新员工。

戈尔公司的管理结构是极不寻常的，因此很少有公司能够不设置管理者和层级。但即便是更传统的公司管理结构也能营造出一种有益于提问的文化氛围，用戴夫·帕特奈克的话来说，就是“将好奇心尊为一种基本价值”的文化。

由于好奇心和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目前一些公司正在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将工作场所转变成学习场所”。

谷歌似乎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又走在了前列。该公司建立了一所谷歌大学，将其作为吸引客座教授的平台，之后又制订了“从谷歌人到谷歌人”（Googler to Googler）的计划——谷歌员工在谷歌大学中开设课程教授其他谷歌员工。毫无疑问，谷歌大学开设了技术类或商业技能类的课程，但是竟然也开设了公共演讲和育儿类的课程。曾在谷歌担任过工程师的陈一鸣（Chade-Meng Tan）甚至还教授过有关“正念”的课程。而这门课程在帮助人们退一步思考，继而提出疑问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为了在机构内创建一种学习文化，谷歌宣扬“公司即大学”的比喻说法。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则使用“实验室”和“幼儿园”这样的比喻。一些公司试图创建“沙龙”或“工作室”，还有一些公司将自己定位成“理念村庄”或“理念城市”。

一家学习型公司可能也将自己视作一场正在进行的“理念大会”，比如“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在公司创造出TED大会的体验，那会怎样？”理查德·索尔·沃尔曼曾说，在任何团队中激发好奇心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尽可能多地让他们置身于众多新颖的想法和不同寻常的观点之中。这样一来，一家公司不仅会请来公司外部人员授课，而且还能让员工为其团队做类似TED的演讲，内容则主要集中于他们已经掌握的但其他人可能还不了解的有趣知识。

无论进行怎样的比喻，顶级的共同学习环境都有某些共通的元素。比如，请外部人士来讲课，从而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鼓励公司内部人员互相传授知识，在布告墙上展示员工的工作状况以便能让他们进行交流，尤其在工作进程中。所有这些方法的核心都是鼓励员工向其他人提出问题并寻求反馈，以及鼓励员工间增进合作。

上述所有方法都应该包括花一些时间来传授提问技巧。如果一家公司想要鼓励员工提问，就必须教人们怎样提出一个好问题，或者告诉他们提出不切实际的问题时所需要面对的风险。

吉姆·哈克特指出，当公司内部对于激发人们提问越来越感兴趣时，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公司会鼓励员工提出所有类型的问题，其中包括哈克特描述为“还未成熟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或脱离主题的。

哈克特说，公司应该鼓励员工提出“好问题”——针对公司面临的具体挑战而进行深思熟虑后提出的问题。为了这个目的，世楷公司通过一门叫作“思考2.0”的课程培养员工的批判性思维。哈克特说：“该课程提倡人们必须学会怎样在争论中发现张力以及怎样围绕难题来形成问题。”在这门课程中，员工们需要回答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如果由你来运营美国邮政总局，你会做什么”。随后，这门课会指导员工围绕一些更复杂的难题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战略。

哈克特表示，当公司在其内部创建一种卓有成效的提问文化的过程中，管理人员和员工必须在一个中间点汇合。员工需要明白，“如果提出没有经过缜密思考的问题，你可能会就此错失因自由提问而带来的机会”。而管理人员想要的是能反映出公司遇到的难题的实际问题，并且他们会对此做出回应。“你可以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问题，但是那样做你可能是在浪费时间。”同时，哈克特还表示，管理人员必须明白，“尽管员工可能会围绕公司遇到的难题提出大量问题，但他们也不必因这些问题烦心，或者限制员工们提出问题”。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了使具有创新精神的提问成为公司发展的动力，公司上下必须有一种共识，那就是要在各种想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且整个公司的提问基调也必须是积极向上的，比如要承认提问是有价值的。另外，还必须用开放的、包容的语言提出，比如“我们、怎样、才有可能……”而在参与公司讨论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这需要花费多少钱？谁将负责这项新工作？如果这个想法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但却不必一开始就提出这种问题。如果想创建一种提问文化，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就需要教人们在探索新想法和重要问题时能延迟判断。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于通过快速回答问题或一味地以反诘来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有时，人们需要表现得更加冷静，因为有些创新性问题可能起初看似是不切实际的问题，但它随后会逐渐趋于实际。我们应该给“做梦者”提供契机，让他们提出宏大的、展现雄心壮志的甚至可能有些不切实际的问题。而实用主义者则很可能更为擅长在解决问题的“怎样”阶段提出问题，因为在这个阶段，想法会成形，并且最终会变成现实。

蒂姆·布朗强调，在大多数情况下，学习提问的艺术并不是只需要待在公司的教室或会议室里。“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融入外界，并逐渐学会怎样更好地观察和聆听。”在进行情景分析的过程中，员工可能会获得最重要的提问技巧，但是这种技巧大多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该寻找什么”的问题上，公司领导者和管理人员可能会给员工提供一些小窍门，但他们更应该保证员工能在混沌的环境中自由地冒险，做自己感兴趣的调查研究。

如果企业想构建并维持一种提问文化，那么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持续不断地增加新人，因为新人自然而然会对公司充满好奇。如果你问一些公司领导者或管理人员，是否有兴趣雇用那些善于质疑的人，他们很可能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会这样做。但是，当他们面试未来的员工时，却常常会单纯根据员工给出的答案就对其做出评判。由此可见，在评估一个人的质疑能力、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这些领导者做得仍然不够。所有这些现象都会引发这一问题：如果一次面试就能测试出一个人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他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那会怎样？

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让面试者自己提出问题。然而，面试的最后一轮通常都是由公司面试主管提问面试者，比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这类问题换来的可能只是面试者准备好的一些生搬硬套的台词，让面试者问出的也只是一些封闭式的、现实的问题，比如“我将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将会有多少次旅行”等。而这些问题则是与深度思考、创新性问题背道而驰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面试主管让每个面试者准备一些问题，但要告诉他们，这些问题应该是体现其雄心壮志的、开放式的，并推荐面试者使用“为什么”“如果”“怎样”等类的问题。另外，面试主管还需要让面试者明确这些问题应该与这家公司或所在行业有关，其中可能包括：询问公司可能的扩张方式或其产品的改进方式；应对客户或来自社会的挑战的方式；公司有待探索的那些尚未被利用的机遇，等等。显而易见，每个面试者提出的问题会透露出很多与他有关的信息。那么这些问题是大胆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吗？是十分中立且实际的问题吗？另外，这些问题是否能表明面试者在面试之前曾做过一些调查？如果他们做过调查，那将是一个好迹象，因为这表明面试者知道怎样进行情景分析。

为了弄清楚这个人是否是匆忙提出问题的，在面试中，你可能需要让面试者在之前准备的问题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利用正确问题研究所的提问练习让他们改进和优化自己已经提出的问题。例如，如果他提出了一个“如果”类的假设性问题，那就让他用“为什么”类的问题去挑战自己的假设，或者让他通过提出“怎样”类的问题将自己的想法变得更加切合实际。这些做法都会表明，一个人是否知道该怎样“用问题来思考”。而如果面试者已经想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之后又在该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那么这个人很明显就是一个难得的提问者，公司应该欢迎他加入。

提问清单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1．为什么聪明的商人会搞砸生意？

2．我们为什么经商？我们究竟在做什么生意？

3．如果我们的公司没有存在过，那会怎样？

4．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实验”？

5．如果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头脑风暴，我们会突然找到灵感吗？

6．有人会愿意追随一位“不靠谱”的领导吗？

7．企业的使命宣言都应该包括一些有关使命的问题吗？

8．怎样才能创建一种提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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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最有价值

20世纪80年代，当杰奎琳·诺沃格拉茨即将从大学毕业时，学校就业指导办公室通知她，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让她前去面试。尽管诺沃格拉茨并不是十分渴望进入银行工作，但她还是乖乖地参加了面试。令她惊讶的是，自己居然得到了这份工作。而她也最终选择接受这份工作，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她被分配到海外市场债务评估部门，有机会环游世界。

诺沃格拉茨很喜欢这份工作，但在工作中她也碰到了一系列令自己感到困惑的事：发展中国家也能享受到美国大通银行业务，所以诺沃格拉茨遇到了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拥有极具价值的想法和企业家梦想却没有资格贷款的人，因为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信誉。但是，对诺沃格拉茨来说，他们是一些非常特殊的群体，只需要享有一次贷款的机会，就能够在当地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也是这些国家迫切需要的。因此，诺沃格拉茨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企业家很可能会解决这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或最大的难题，银行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提供贷款？

诺沃格拉茨知道，大通曼哈顿银行绝对不会批准这种高风险的贷款，因此她开始调查有哪些主流银行之外的银行正在开展这样的业务。比如，她了解到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成立的格莱珉银行会给孟加拉国的贫穷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并且做得相当成功。事实证明，这些贷款者在还贷方面是非常可信的。在调查过程中，诺沃格拉茨也发现，纽约出现了一家由几名妇女成立的小额信贷机构，旨在给世界各地的女性企业家提供贷款。她出于好奇探访了该机构，也想看看是否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而答案是肯定的，那里给她提供了一份工作。

现在，诺沃格拉茨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了：她真的想放弃一份有保障的、薪水丰厚的银行工作，而选择在这家非营利性机构谋取一个有风险的职位吗？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当前，她最关心的问题恐怕是：如果她放弃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她的家人会怎么想？

可以说，在诺沃格拉茨的心中，最后一个问题所占的分量相当重。她出身于一个较为贫困的中等收入家庭，因此当她得到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工作时，她的家人很激动，并一直引以为豪。几年后，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叔叔们知道我放弃了一份在华尔街薪酬丰厚的工作，而去一家为女性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工作，而且我还有可能被派去海外，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境？他们必定会认为我已经失去理智了。我为什么要放弃这样好的工作机会？”

但诺沃格拉茨也感到，“如果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那我一定要去冒这个险。并且如果不立刻做出改变，我可能永远都改变不了”。于是，她最终接受了这家非营利性机构给她提供的工作，而且很快就去了非洲。另外，她对于“自己的一生最想做什么事”这个问题也已经给出了答案。而她会在下一个十年将会慢慢解答自己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怎样给企业家提供贷款的问题。

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诺沃格拉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光，那时她初到非洲。当回首这段时光时，她承认，与那些乐于助人的年轻社会活动家一样，她在面临复杂的问题时太天真了，并且有时并未注意到不同文化间的细微差异。但她也承认，自己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便是好奇心，正是好奇心帮她战胜了困难。当她发现自己对一些事情不太理解，或者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完全错误时，她就会提出许多“为什么”一类的问题。而在想通那些问题后，她又会慢慢提出一系列“如果”一类的假设性问题。

诺沃格拉茨对于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这件事越来越有兴趣了，而她也对正在兴起的社会企业越来越感兴趣，因为创办社会企业的目的就是以创新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她觉得，把社会企业和传统慈善事业结合起来的最好方式是尝试以风险资本来投资慈善事业——创立一项风险基金，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支持企业家开创新业务、创造工作岗位，还能解决发展中国家面对的诸多日常难题。起初，诺沃格拉茨会考虑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将投资当作一种手段而非结果，那会怎样？”

投资者完全有权利期待直接的回报，但他们也接受将这些回报再投资给新创公司，以支持它们继续发展壮大，用诺沃格拉茨的话来说，这就是“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了解到这种投资形式是否会成功，但诺沃格拉茨召集了许多对它感兴趣的人组建了一支团队，来为她要创办的机构做准备。最终，她在2001年创办了非营利性组织——睿智基金。

随后，诺沃格拉茨的团队开始寻求那些有创业潜力的个人。他们发现，那些人往往持续探究自己提出的那些好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能帮助处于干旱地带的小农场将农业产量翻倍，那会怎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太阳能为穷人创造廉价电”“为什么印度没有911的急救服务”“如果我们能制止疟疾在非洲蔓延，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就业机会，那会怎样”。

利用睿智基金的资助，那些提出好问题的企业家就能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这就是提问过程中的“怎样”阶段——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应对一系列挑战的阶段。在实践过程中，问题的答案便会浮出水面。比如，有一支创业团队想要创造便宜的太阳能，该团队现在已经给发展中国家的2 000万人带去了电，其中包括800万名在校学生；一位产品设计师已经向非洲干旱地区的小农场出售了27.5万套滴灌系统；有一个计划在印度提供急救服务的人现在正经营着亚洲最大的救护公司；一个生产简易蚊帐（防蚊子、预防疟疾）的非洲制造商已经生产了1 600万顶蚊帐，创造了7 000个工作机会。经过实践证明，这其中的一些项目非常值得投资。比如，睿智基金投在太阳能上的200万美元资金现在已经给它们带来了200万美元的利息了，尽管这些回报最终会返还给这家公司，但睿智基金进行这一投资是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把电带给1亿人。

对睿智基金来说，说服投资者给这些高风险、低产出的商业冒险提供资金只是它需要应对的一部分挑战。这是因为有些企业家虽然雄心勃勃但却没有资金和经验，他们需要指引、专家建议和精神支持，有时还需要第二轮资金资助，因为他们要把“为什么”和“如果”这两类的问题推进到“怎样”阶段，而只有在“怎样”阶段，他们才能把这些创新成果引入市场。

诺沃格拉茨注意到，当你尝试做那些以前从未完成的事情时，尤其是在资源稀缺、基础设施缺乏的市场中做这些事时，你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学习和适应，你必须提出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人们究竟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而与之相反的问题也应被提出来，比如你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尽管有些基金组织愿意帮助企业家，但它们却不会提出这种问题。它们往往只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往企业家的怀里硬塞一些解决方案。诺沃格拉茨表示，当你强加给企业家一些解决方案时，他们往往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这些方案。比如，诺沃格拉茨曾设想，为了健康，人们都会需要抗疟疾蚊帐，“但许多人实际关心的是，他们能否睡得更好。此外，他们也在意蚊帐看起来是否美观。而健康反而不是人们选择蚊帐的理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睿智基金和蚊帐生产商就能够让这种产品在市场上更为畅销。

诺沃格拉茨说：“除非你愿意花时间席地而坐，听人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否则你不会了解别人，也不会了解别人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最近，诺沃格拉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在整个演讲的过程中，她多次呼吁毕业生要去拥抱未知，要去追逐自己的好奇心。为此，她引用了诗人里尔克（Rilke）的一句名言，告诉学生要去“面对各种问题”。

我曾询问过诺沃格拉茨有关这次演讲的情况以及她平时经常提问的内容，她说：“每当在生活中碰壁时，我就会去提问，于是提问渐渐变成了我在生活中碰壁的一种标志。而在提问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对于自己提出的各种问题，是没有简单、清晰的答案的。另外，提问还让我了解到，自己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因此，我想让这些学生尽快掌握提问的方法。”

诺沃格拉茨视这些学生为“正在路上的孩子”，她在生活中的某个阶段也曾“在路上”。“他们试图做所有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比如去一所心仪的学校念书或者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两年，等等。有时，这些大学生会问我：‘好吧，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会说：‘做你内心想做的事。’然后他们就会呆呆地凝视我。”

想到这些，诺沃格拉茨希望自己传递的信息能转变某些学生的思维，让他们避开那些已经预先设定好的路径，迎向未知的事物。“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确实不存在一张可供参考的路线图，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做事，”她说，“你能期待拥有的只是一个罗盘。如果能够明白并且认同这一点，那么你就能开启最伟大的冒险旅程了。”

登山时不要急于插旗

诺沃格拉茨的建议不仅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受用，而且对所有年龄的“正循路而行的孩子”都适用。那些遵循某条路径或者正攀爬梯子却不知自己为何如此的人，或者那些努力做每件事的人——参加每场会议、接听每个电话、回复每条信息、阅读每条推文、抓住每个机会的人，他们之所以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自己想做这么多事，而是因为感觉自己必须做，所以才一味地保持这种状态。

人们总是感觉自己有时会被繁杂的事物所“淹没”，在过去几年或过去两年，这种情况似乎更加严重了。《赫芬顿邮报》在2013年年中举行的大会上呼吁，人们应当慢下来，审视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以免走得太急而让自己的雄心壮志燃烧殆尽。这次大会的组织者宣称“以前的那些方法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了”，各种杂志的封面文章也报道了人们从社会化媒体和各种网络设备中“抽身”的重要性；当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时，人们似乎越来越不堪重负和过度劳累，并且也会淹没在各种信息中。而当我们慢下来时，就会对沉思和“正念”越来越感兴趣，而那种状态正是我们应对快节奏生活的一种工具。

最近，英国牛津大学心理学家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对当前的这种情况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描述：当人们“总是东奔西跑，从一个任务跳到另一个任务时，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他们的大脑总是处在高度戒备状态，“就好像正从‘捕食者’身旁逃脱一样”。

谁是“捕食者”？这个“捕食者”又是什么？它为什么要追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前提是，人们正东奔西跑，为了更宏大的计划或目的而疯狂地“做事情”。但这种计划或目的清晰吗？杰夫·韦纳是领英的首席执行官，他经常问面试者这样一个合理且相当简单的问题：“回顾你的职业生涯，想想过去20年或30年，你都完成了什么事情？”“你可能会觉得惊讶，有多少面试者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韦纳说道。

这个问题不只关系到个人职业规划，也关系到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自我认同或生活目标等问题。电影制作人罗科·贝利克（Roko Belic）说，在旅行中，他遇到了很多人，而每当他想要去了解某个人时，他就会问自己一个标准的问题：“你为了什么而活？”“是什么让你的人生丰富起来？”贝利克说：“难以置信的是，很少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人的确很复杂，但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来回答它，那么你将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基本的事情上，比如活着有什么意义。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一些基本问题。”

如果人们真的因为过于忙碌而没有时间反思“他们为什么要忙于做这些事情”，那么这种习惯似乎是早就形成了的。高中教师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父亲是历史学家，也是普利策奖得主。麦卡洛在一场毕业典礼中谈到学生们那种争强好胜的心理，他建议学生：“登山时不要急于插旗来表示自己取得的成绩，只要享受登山这种挑战、享受空气以及欣赏沿途的风景就够了。登山的目的是让你能看到世界，而不是让这个世界能看到你。”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你的人生可以被总结成一句什么话？

这是作家丹尼尔·平克最爱的问题之一，他在其著作《驱动力》（Drive）(28)中表示，这个问题最初是由新闻记者、美国国会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Clare Booth Luce）提出的。卢斯曾在约翰·肯尼迪总统执政初期时拜访他，当时卢斯提出肯尼迪总统虽然经常努力做很多事情，但是做事却没有重点，并表示这样下去可能很危险。她告诉肯尼迪总统：“一个伟人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一位领导人有着清晰而强烈的目标意识，那么我们用一句话就能总结出他的人生，比如，“亚伯拉罕·林肯保卫美国，解放奴隶”。平克认为，这种理念对任何人都适用，而不只是总统。你的人生可能被总结成“他的4个孩子健康、快乐地长大成人”，或者“她发明了一台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轻松的设备”。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尚未完成的目标，那么你就必须问自己：“我怎样才能不负众望地完成它？”

虽然麦卡洛对怎样登山以及登山时该做什么都给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不是每个人都想按同样的方式登山。你登山可能是因为自己真的想在某处插一面旗，也可能是因为希望别人看到你登上了山顶，这是由于你认为这一点比自己看到什么更重要。但是，如果在登山之前没有提出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当初为什么要攀登这座山？），那么你就无法做出类似的判断了。

如果你仔细考虑过这类问题，明确其重要性，那么你可能就会像诺沃格拉茨那样得出结论：你登错山了。或者你也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问题，比如：

•　山顶上有什么在等着我？

•　当我到达那里时，我打算做什么？

•　我享受登山的过程了吗？我应该慢下来还是加速？

•　我正将什么甩在后面？

登山是对一个人的职业发展非常贴切的比喻，因为你的职业生涯中往往是从普通员工起步慢慢取得进步，努力登上更高的职位。所以，这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会停下来退一步想想，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攀登。于是，你提出的问题都是有关职业规划的，这些问题可能非常实际，只与继续向上攀登有关。比如，如何提高我在公司中的地位，以确保职位安全？怎样才能谋取到晋升的机会？当然，谋求晋升并没有错，不过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与你从“为什么”和“如果”阶段过渡到“怎样”阶段的时间差不多。通常，人们会从自己喜欢或擅长的事情中得到晋升的机会。

我们在职场中经常遵循一条预定的路径，但却很少去质疑这条路是否正确，而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也会如此。比如，为什么有些人渴望在郊区有座大房子？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你唯一需要明白的是，要定期问自己是否想住在市中心。

我们对于家庭关系和友谊同样也很少会提出疑问，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注定都会发生改变或遭到破坏。我们不去质疑自己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只是表明我们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这上面，也没有努力去找到能强化与家人和朋友联系的方法，所以可能只是想当然地对待家人和朋友。

为什么我们不会花时间提出有关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我们东奔西跑，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从一种心烦意乱到另一种意乱心烦，“提问”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想要逃脱的“捕食者”？

别怕提问，不知道答案没有错

对于自己做的大多数事情，人们总是试图避免提出一些基础性问题，这其中存在众多原因，不过有4个原因是比较重要的。

•　人们认为，在达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提问会起反作用。大多数人会将精力集中在发现答案上，因为答案被认为会为解决问题、推动事情发展、改善生活提供方法。

•　人们似乎从未在恰当的时间提出过基础性问题。人们往往提问过早或过晚。

•　人们很难知道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否正确，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拒绝提问。

•　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发现不能很好地回答自己提出的重要问题，那会怎样？由于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我们认为最好不要让生活中有诸多不确定和质疑存在了。

因为大多数学校教导我们：要注重答案而不是问题，大多数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我们也就由此习惯性地认为，答案已经存在，只是等着“被发现”、被偶然遇到、被查询、被收获、被购买或被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所有的行业都乐此不疲地给人们提供形式多样的答案，比如，自助书、研讨会和人生导师，等等。当然，我们想找一位专家来指导自己该做什么，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一些优秀的教练、顾问和治疗师都强调，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反省——一位导师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引导人们提出正确的问题，就像商业顾问彼得·德鲁克指导顶级企业的执行总裁时做的那样。任何专家都只会提供一般性的答案，所以在考虑这些人的答案时，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因为没有人能提供完全适合你的生活、你面临的问题或挑战的答案。

即便是你的那些睿智且值得信赖的朋友也无法为你提供正确的答案。新创企业的企业家卡斯帕·赫尔辛（Kasper Hulthin）曾十分纠结是否应该冒险进入一个新的商业领域，在思考这个难题时，他发现没有人可以给自己提供正确答案。赫尔辛说：“如果你向人们征求意见，那你将会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但是他的朋友们的处境和动机与他的都不一样。最后，赫尔辛不得不坐在餐桌旁，独自一人想解决办法。

有一位志愿研究人员曾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她之所以投身于“再来一个好问题”这个项目的部分原因是，她发现每当思考自己下一步的职业规划时，她就会被众多塞满各种“答案”的职业建议类书籍所淹没，而且这些答案看起来都是彼此矛盾的。她在一封发给我的邮件中这样写道：“我正在自己寻找答案。我想通过寻找答案这个过程，让自己想明白这个问题。”

寻找答案的过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你不应只注重为复杂的生活难题“找到”答案，或者为任何类型的复杂难题（包括商业领域的问题）找到答案，而是要同样注重寻找答案的过程。你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逐渐想出答案，当然这个过程要依赖于在每一环节中你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往往会产生错觉，认为只要找到那个已经存在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答案”就行了，比如理想工作、“幸福”或“目的”等这些比较重要的问题的答案。格雷琴·鲁宾表示，人们通常认为幸福是你突然发现或“到达”的一种状态。但鲁宾和其他研究这一主题的专家却一致认为，创造幸福是一种过程。由于你无法找到幸福的物理所在，因此你应该独自去渐渐理解幸福是什么，当你试图理解是什么让自己感到幸福、怎样将更多幸福带入日常生活中时，你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进而做出各种努力了。

“意义”和“目的”有相通之处。作家、创意教练埃里克·迈瑟尔表示，当人们提问“我如何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问“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这种问题的前提就是一个有缺陷的概念——“意义”是一种客观真理，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迈瑟尔说，我们只有在生活中选择做了一些事，然后才能在这些事的基础上建构生活的意义，并且每选择做一件事就有一个问题产生。为什么我应该做X事？而做Y事值得我去花费时间和不断努力吗？

究竟什么事是值得你花时间去做的？你应该追求哪个机会？当你每天做这些选择时，作家、顾问约翰·哈格尔（John Hagel）建议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回望过去5年，是什么使得我的生活更美好？”正如哈格尔指出的：“没有人会因为自己选择了正确道路而感到后悔。”

那些曾接受过人生教练凯利·卡林（Kelley Carlin）指导的人表示，他们认为生活中的很多选择冥冥之中已经注定，而卡林则总是对他们的这种态度感到非常惊讶。这些人认为，他们正走在一条被设定好的人生道路上，或者认为自己已经形成了某种生活方式，并且感到来不及改变了，所以也就无力去改变什么。卡林说：“当有人对这些人说，他们其实可以改变许多事物时，这个人的话就会成为一种启示。”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选择可能在数年前就已经“被注定”了，但这些选择从来都不是由我们做出的。正如诺沃格拉茨所经历的那样，或许一个机会降临到你的身边，你突然就成了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尽管自己从未打算从事这一职业。在人生初期，你做出的这些重要决定可能受到了家人或朋友的影响，甚至受到某本书或者某则商业广告的影响。人们往往都是遵循别人替我们决定好的路走下去。在讨论这一极其普遍的现象时，作家赛斯·高汀建议人们去想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别人告诉你，你需要什么之外，你自己有没有想要的东西？

提出这样的问题从来都不会太晚，也不会显得太早。硅谷资深风险资本人兰迪·科米萨谈到“延期的人生计划”时表示，野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曾经花时间去想到底什么事物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后来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挣钱之中。这样一来，一旦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就有资本去追求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了。任何追求经济保障的人都会持有这种想法，他们认为有了经济保障就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舒适，也才能抽出时间去思考自己在人生中究竟想做什么。而人们在攀登高山的过程中同样会有某种假设，认为一旦到达顶峰，万物将会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在登山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关键问题呢？尽管我们在登山前了解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当我们面临危险时，却往往会将其忽视。此外，正如科米萨指出的，我们安排的大多数“延期的人生计划”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被执行。世界在变化，别人的高见也会不起作用，我们需要“中途调整”。无论如何，你或早或晚都将面对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那为什么不尽早养成一种提出这类问题的习惯呢？

如果你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答案，那么请记住：善于以创新来解决难题的人拥有这样一种特质：他们总是积极提出问题，而没有去想这些问题可能的答案是什么。处理较为复杂的问题的能力之一就是接受“不知道答案没有错”这样的想法。而那些善于提问的人从来不会因为不确定性而感到烦恼。

许多人对于不确定性都会感到烦恼。作家、连续创业者乔纳森·菲尔茨（Jonathan Fields）写过大量关于不确定性的文章。他指出，人们在思考未知事物时会感到有些心绪不宁，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个提问者必须善于克服提问时的不安感，这就类似于演员需要处理表演时的那种焦虑感，尽管有情绪波动，但还要继续提问。最终，当你成功克服自己的不安时，这些情绪波动就会变成一种积极的信号。因为你正迈向充满趣味的未知领域，前方的道路令人激动。在这个过程中，你往往会不断质疑当前的状况，你质疑得越多，就越容易得到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者在拥抱未知和解决问题上会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会通过这种经历树立起自信，并将最终穿过黑暗找到自己的路，进入光明世界。正如菲尔茨指出的，花时间让自己不因不确定性而烦恼是值得你去做的，因为生命中充满了不确定。

对于不知道该提什么问题这样的担忧，正确问题研究所以及赫尔·葛瑞格森进行的“问题风暴”练习都表明，如果你迫使自己去直面某个难题或主题，并试图想出合适的问题，那么你当然会想出很多问题来。然而，你面临的挑战不是仅仅想出问题，而是之后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你需要挑选出其中最佳的问题来，然后优化这些问题，并进而想明白怎样才可能开始着手解决它们。

提问应该被当作一种程序来完成，或应该养成这一习惯，否则它就不可能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各种事情进行严密的提问，这时情景分析和试验等技术手法都会对你有所帮助。但是，只有当你慢下来、退一步以及尝试转换角度来看待生活时，生活中的那些难题、机会和挑战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有多少人会为老年人换灯泡？

希拉里·柯特姆（Hilary Cottam）是英国的一位社会设计师。在对“怎样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社会化连接”（social connect）。有了社会化连接，老年人就不必再担心像换灯泡这样的小事了。2007年，当柯特姆的设计小组专注于研究伦敦贫困郊区的老年人生活状况时，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进行情景分析，之后开始在萨瑟克区生活圈（Southwark Circle）测试他们得出的理论——一个邻里关系社会化网络，该社会化网络整合了门房服务、自助团体、合作社和社交俱乐部的功能等，可能也包括了物物交换服务，而其成员只需支付低廉的会费。这一社会化网络给老年人创造了“社会生活圈”，这样他们就无须太过依赖社工提供的费用高昂的家庭访问服务，同时也有了更多的社群意识。柯特姆发现，有趣的是，随着你逐渐变老，你理想的社交圈子“应该有6个不同角色的人”，其中包括家人、友好的专业人士、同龄人和年轻人。

在不受打扰的世界里慢慢想

对于那些一心想获得成功或只是想把事情完成的人来说，慢下来甚至是退一步这样的理念可能都显得非常违反直觉，并且当我们迎接挑战和拥抱机遇时，这种理念与那种催促我们“努力争取”或“挺身而进”的文化又是多么的格格不入。虽然“退一步”和“挺身而进”看起来是彼此对立的两种理念，然而那些能在某些时刻停下来去质疑和仔细思考的人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大胆地行动以及抓住机遇。退一步去提问实际上有助于挺身而进，它能提供一种更清晰的方向感和目标。

在一种并不鼓励提问的文化环境中，寻找时间和空间提出问题是极具挑战性的。如果提问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慢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摆脱日常生活中的快思考，尤其在当前这种节奏过快、信息过载的环境中。

喜剧演员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在一次关于创造力的演讲中谈到，人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乌龟外壳”（tortoise enclosure）——能遮蔽的、安静的地方，在其中可以延长摆脱纷扰的世界的时间，不受打扰地思考。克里斯认为，这是一种能让某人静心写作或从事其他创造性活动的方式，但是在“乌龟外壳”之中也能进行深度提问，而深度提问就是创造性思维的一种形式。

在当今世界，退一步或进入自己的创造性外壳可能需要切断跟互联网的联系。尽管互联网能帮助你快速地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但它也更容易让你只看到问题的表面，并从一种想法跳到另一种想法。与之对照的是，如果切断与互联网的联系，你就可以不受打扰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深度问题上。而在互联网上其他人的想法、理念和专业知识都会对你进行“轰炸”，这就几乎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空间去进行创造性思考。另外，互联网还是一个无休止的干扰源，每封邮件或每条推文都会给你停止思考提供借口。

电影制作人蒂法妮·施莱恩（Tiffany Shlain）非常支持“不插电”（unplugging）这种理念。她是一个非常依赖互联网的人，专门制作基于互联网制作出来的电影，在社会化媒体上也很活跃。施莱恩曾写过关于将周六设定为“科技休息日”（tech shabbat）的文章，她也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而如果周六真的成了“科技休息日”，那么她和家人就能有时间用来沉思和享受安静的休闲时光了。

施莱恩说：“每周一次断开与互联网的联系这种做法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断开网络的那天，我进行了一次深度思考。尽管我钟爱在上网时头脑中进行的活跃思考，但实际上也很希望出现一种无法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认为，仅仅在脑海中长时间思考这个想法也是一件很棒的事。”

施莱恩说，这种做法有一种好处就是她被迫不断思考自己提出的问题，而不是无意识地在网上搜寻答案。“周六，当我停止上网时，我就能用一种与平时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了。”这些天，她一直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便是，我们“与技术之间的爱恨关系”。我们如此迷恋技术，甚至根本没有思考过类似“技术从我们的身上带走了什么”这样的问题。在当前的环境下，形成一种与网络分离的习惯以及给自己一个深度思考的机会是很有必要的。为此，你可能需要问自己下面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　我的“乌龟外壳”在哪里？

•　我的“技术休息日”是哪一天？

一方面，我们需要有时间和空间提出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训练自己“与问题为伴”，将有关世俗的一些烦琐思考放在一边，从而给自己创造心理空间。这样一来，当我们试图深度思考时，这样世俗化的烦琐思考就会自动让路。实用性的问题（例如，“我应该吃什么午饭”“我需要什么时候去接孩子”）在“乌龟外壳”中没有存在的地方，你在“乌龟外壳”中应该思考更宏大的“为什么”和“如果”这两类的问题。作家威廉·德莱塞维茨曾写道：“思考的意思是，长期全神贯注于一件事以形成一种想法……思考就是集中注意力、坚持想这个问题，保持耐心、让大脑所有的部件都运转起来，这样就能获得专属于自己的原创想法。”

不要问“少什么”，看自己“有什么”

当创新者环顾周围的世界时，他们常常会寻找自己错过了什么。但当你质疑自己的人生时，能够进行“欣赏式提问”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你不只能通过这种方法寻找自己错过了什么，还能发现自己拥有什么。进行“欣赏式提问”的前提是，你要集中思考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如优势和有价值的事物等，这要比集中思考具有消极意义的问题，如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等，更为有效。而针对优势进行的提问主要会关注：“我们的人生中有什么正在运转？”通过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能建构自己的人生并从中获益更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质疑自己的人生很容易就会让自己产生不满、遗憾和不幸福等感觉。比如，为什么我没有更多的钱、更好的工作或更大的朋友圈？虽然错过或缺失一些东西可能会让我们明白很多道理，从而把握住在人生道路上前进和改善现状的机遇，但这样的问题也能让人产生消极的感觉。正如“欣赏式提问”方面的专家大卫·库珀里德指出的，当人们感到有希望并且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时，他们就会更有可能采取实际行动。

幸福感研究者，比如《幸福的方法》（Happier）和《幸福》（Being Happy）这两本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认为，“培养感激的习惯”很重要。在每天结束时简单地问自己：“我对什么事情心存感激？”并在“感激日记”中将答案写下来，那么人们就容易“更快乐、更乐观、更可能达到他们的目标”。

沙哈尔的观点得到了电影制作人罗科·贝利克的认同，贝利克认为“感激是通向幸福的捷径”。贝利克花费数年时间艰难跋涉于世界各地，在这期间他一直试图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幸福”“是否有可能让某人变得更幸福”等。你可以在他制作的纪录片《幸福》中找到他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在看过这部纪录片后，你可能会有一些重要发现：那些懂得珍惜和感激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另外，在家庭、朋友和某个群体中找到归属感的人也会感到更幸福，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或学习新事物时也会更容易感到快乐。

贝利克在制作这部纪录片之前，一直在思考有关幸福的问题。18岁时他去非洲旅行，为莫桑比克内战中的难民筹资，他也在此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为什么”这类问题。贝利克说：“这些都是遭受极大痛苦的人，但当我们到那里时，却没有发现他们面露悲伤或愤怒之色。他们生活得很开心，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他们仔细观察一支圆珠笔；观看魔术表演；看我们玩将彼此扛在肩上的游戏。他们真的很快乐，而在我们回家后，我发现我的大多数朋友似乎都丢失了这种快乐。”因此，贝利克在那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几乎一无所有且遭受如此多的痛苦的人看起来比其他更富有的人享有更多的快乐？”

数年后，当贝利克在好莱坞工作时，他的朋友导演汤姆·沙迪亚克（Tom Shadyac）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沙迪亚克读到一篇有关尽管美国已经相当繁荣，但美国人却比其他贫穷国家的人们更不快乐的文章。“沙迪亚克告诉我：‘单就我个人来讲，我知道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这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周围都是才华横溢的、貌美的、幸运的、健康的电影明星，但他们却不像我的园丁那样快乐。’”因此，贝利克调整了他的问题：“如果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貌美的、幸运的、健康的电影明星还不能让你快乐，那什么才能让你快乐？”然后，他和沙迪亚克通过纪录片的方式努力寻求这个答案。

为了制作这部纪录片，贝利克满世界旅行，到过印度和非洲的一些贫困地区。贝利克发现，不管环境怎样，最幸福的人身上都会有“群体和连通性”这样的特征。“这并不是说要想快乐，你就必须社交广泛、开朗或有上百万个朋友。”贝利克说道。但是，他遇到的最幸福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极其小心谨慎的人，都与他们周围的世界形成了强大的连接。“他们开怀大笑，真正享受被他们爱的人所包围的感觉。”

幸福和坚实的关系之间有着令人吃惊的紧密联结。但是，如贝利克指出的那样：“我们大多数人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拼命挣钱，而这样做通常就只是为了支撑一种有更大的房子、豪车和漂亮衣服的生活方式，而我们花在挣钱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与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让你认识到自己确实应该做出一些改变，进而增加你的幸福感。所以，让你的生活方式多体现一点自己的价值观，你也就能想明白什么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

当贝利克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他意识到自己也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与朋友在一起做那些很简单但真正喜欢做的事。“我们总是认为，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能有更多的时间看望朋友，也就能和他们在一起玩，去更多的地方探险。但当我30岁时，却发现自己可能一年只有一次或两次看望最好的朋友。我正努力成为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并将自己奉献给了事业。我一直认为孩子就应该玩耍，而成年人就应该工作。如今，我早已不玩冲浪游戏了，但这却是我曾经最爱跟朋友一起做的事情。”

在制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贝利克受到很多启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又怎样才能与自己亲密的朋友再次聚在一起玩冲浪游戏。贝利克的反省也遇到了一些其他挑战。比如，他开始问：“为什么我对自己的邻居无法了解得更多？”贝利克知道，他的电影中那些最幸福的群体，“每个人都了解彼此”。但是，在他所居住的美国西海岸，大家都更愿意待在自己舒适的房子里，并固守这种习惯。因此，贝利克想知道：“怎样才能找到那些在非洲和印度的小村庄中才有的那种社群意识和连通性？”在贝利克拜访完那位住在洛杉矶高档活动房屋中的朋友后，他迅速把家搬到了那里去，因为那里的房屋前门都是敞开的，邻居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跟彼此建立了联系。

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贝利克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将以前做的有益的事更多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欣赏式提问”要求我们要常常根据当前的优势而提出问题，但有时通过回望过去，你也能瞥见那些可能会改善生活的经历。格雷琴·鲁宾和她的人生导师埃里克·迈瑟尔都建议，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爱做什么事情？迈瑟尔说：“我们在6岁或8岁时爱做的事可能现在仍旧爱做。”

迈瑟尔建议我们，可以拟定一份自己的童年时最喜欢做的事的清单，并从中“发现有什么事是你如今仍旧喜欢的。然后，列出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在经过对比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曾经喜爱的事物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对现在的生活没有意义了，但你可能会找到这些爱好的新版本”。所以，你不必让自己陷在对童年时光的回忆中。

贝利克曾通过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来试图重新发现跟朋友一起冲浪的重要性。在为制作电影而进行的旅行中，他体会到了社群意识的重要性，于是在之后的生活中努力地去重塑这种社群意识，他的这种行为主要受到拍摄电影这一经历的启发。在这方面，诺沃格拉茨也有类似的经历，她曾反省过：当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最美好时，你做了什么事情？对此，她并没有一下子找到答案。在为成立睿智基金进行的旅行中，她也曾不经意间想到“可以从居住在孟买的贫民窟中的妇女们的身上尝试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起初，诺沃格拉茨的这种想法的实践效果并不好。“有位妇女说：‘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美好可言。’但另一位妇女说：‘好吧，我能想到一个美好时刻。整个冬天我都在不停地工作，但当这些花铺满大地时，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这位妇女是一个园丁。”诺沃格拉茨坚持认为：“回想起那些让你感到自己有价值和充满活力的时间、地点以及相关活动很重要。当我正在解决一个难题、进行创作、与某人沟通和旅行时，我得到了各种类型的答案。”

诺沃格拉茨说，对于这个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你都需要进行辨别并心怀感激，如果可能的话，你还应该找到一种能够切实践行答案的方式。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打算做什么事以及擅长什么，所以我们应该偶尔以好奇和超然的态度，退一步来回顾自己做过的事情和自己的行为，这一点很重要。

作家卡罗尔·阿德里安（Carol Adrienne）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你逛书店时，你会被书店里的哪个区域所吸引？”这个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兴趣。而我们在意的事物、我们爱做并且擅长的事，往往就是我们提问的起点。比如，我们可能会问以下问题：

•　为什么当你做某些事情时看起来光彩照人？（哪种活动或哪个地方能让我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　如果我能把这些兴趣和活动等更多地融入生活中，那会怎样？如果我把它们融入工作，那又会怎样？

•　我怎样才能着手做这些事？

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各种小实验，却很难将得出的答案付诸行动。

尝试改变，并假装自己能成功

“实验”这个词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实验袍和显微镜，也可能会勾起我们类似解剖青蛙这样令人不舒服的回忆。但是，实验也可以被看作是你将问题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一种方式。因为若想了解一些新的或与众不同的事物，你就需要进行某些尝试，并对各种结果进行评估，这就是一种实验。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罗杰·尚克（Roger Schank）认为：“在学校，我们了解到实验很无聊，是科学家才需要做的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但正如尚克指出的，我们事实上常常在做实验，只不过没有必要把那些事叫作实验而已。“当我们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或者在游戏中尝试一种新策略时”，这都是一种实验，我们应该更多地进行实验，因为“实验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思考，那么‘实验’这个词就很好理解了”。如果在生活中随意地尝试做一些事，你就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但如果你决定去尝试新方法或新体验，并花时间去考虑为什么这种方法或体验值得尝试，什么是测试其效果的最好方法。然后再评估这个实验是否成功，是否值得继续做，那么这个实验就会改变你的生活。

实验其实是将提问付诸行动的一种方式，当我思考生活中的实验可以作为将提问付诸行动的一种方式时，有个朋友向我提及了作家雅各布斯（A. J. Jacobs）：“他将自己的整个人生都看成是一个接一个的实验。”我对雅各布斯在《时尚先生》（Esquire）中以第一人称撰写的一篇文章非常熟悉，但对他的著作中体现出的“实验天性”并没有太多体会。

雅各布斯好奇心很强，他经常很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过自己的生活？他随后推测道，如果自己尝试那种方式，那会怎样？接着，他便直接去体验别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了。比如，雅各布斯很奇怪有些人称自己会“遵照《圣经》中的一切来行事”。“是的，他们是这样说的，但如果你真的完全按照《圣经》中的一切来生活，那会怎样？”于是，雅各布斯就这样做了，他坚持了一年的时间，并将自己的这段经历记录在《我的圣经狂想曲》（The Year of Living Biblically）一书。雅各布斯留着大片浓密的胡须，穿着飘逸的长袍，不断地祈祷，按照《圣经》传递的感恩思想而行事，他一天之中要表达上百次感恩。雅各布斯说：“当我按下电灯的开关时，我会感恩光明的到来。而当我按下电梯按钮时，我会感恩电梯的到来，然后感恩它没有垂直坠落而让我摔断脖子。当你满怀感恩之心时，你就会意识到，每天经历的上百件事都是正常运转的，但我们却往往只把注意力放在三四件出问题的事上。”

雅各布斯的另一个实验是读完32卷的《大英百科全书》，因为他想要知道“了解”了书中的一切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感觉。而当他注意到“外包”在商业领域中日益风靡时，他就进行了又一项实验，因为他想知道如果把自己的生活外包出去，那会怎样？随后，他就在印度雇了一些人来打理他生活中的一切，从回复电子邮件到给他的儿子读睡前故事，“他们甚至替我与妻子吵架”，雅各布斯说道。

作为幽默大师，雅各布斯被各种极端实验所深深吸引，而这些实验也给他带来了不少意外的惊喜。他每天还进行各种小实验，从中他也同样能有所收获，使得自己不断做出改变。在雅各布斯更具实用性的项目中，其中一个叫作“合理性计划”（The Rationality Project），即给自己做的每件事做记录，并且问自己为什么要做那些决定，为什么即便是很小的决定也一定要亲自去做。比如，为什么他要用佳洁士牙膏？想到这个问题，他意识到：“因为我12岁时，我的朋友告诉我它是一种很酷的牙膏。这就是为什么我30年来一直使用佳洁士牙膏。”这只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细节，“经过仔细思考，你就会发现，我们机械地做着如此多的事情”。

雅各布斯相信，从早上醒来直到晚上上床睡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时刻保持质疑。“我的想法是，这一切就像是‘凹槽’，好比当你滑雪时滑雪板会产生许多凹槽，沿着这些凹槽滑就会容易很多。”他说道。但如果你不断改变一些事情，“它就会让你远离这些凹槽，用不同的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小的改变可能会不断发生。这些改变可能跟房子有关，比如你改变了床的制作方式。而你也可以在做饭这件事上做出很多小的尝试，厨师克里斯·杨（Chris Young）说，他试图提醒人们，“你的家里有一个非常棒的实验室，那是做实验的理想场所，这个地方就叫作厨房”。

你的着装方式和打理头发的方式都可以有一些细小的改变。为什么总是按照同一种方式来穿衣服或打理头发？如果你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那会怎样？雅各布斯说，他曾采访过一位传统的犹太妇女，这位妇女对他说，在犹太教的安息日，她总是试图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做一些小事，“她并没有按顺时针方向涂口红，而是以逆时针方向涂。多留意自己正在做的事，多一些警觉，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精彩”。

当你的确做出了一点改变后，自己的自信心就会慢慢被培养起来，敦促你进一步去改变其他事情，从而进行更大的改变。雅各布斯针对小的改变提供了一个小贴士：如果有必要，在你成功完成某事之前，你要一直假装自己能够做到。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创始人米勒德·富勒（Millard Fuller）曾提出：“要行动起来，不要只想不做。”在实践中获得新的思维方式比单纯靠思考而想出一种新的行为方式要简单一些。

当雅各布斯尝试进行一些细小的改变时，他发现：“如果你不断前进，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来做某事，并且重复很多次，那么你的思维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如果你迫使自己去微笑，欺骗自己的大脑，那么你就会开始变得快乐起来了。”雅各布斯在每件事上都尝试了这种“假装”方法，从改变姿势到表现得更为自信。当雅各布斯发现，他在一件事上怀疑自己的能力时，他就会问：“此时一个乐观、自信的人会怎么做呢？”这个人可能会抛弃怀疑，继续行进，因此雅各布斯也尝试按自信的方式去做这些事。

除了小的改变，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做实验来做出大的改变，比如改变职业。埃米尼亚·伊瓦拉（Herminia Ibarra）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组织行为学的教授，也是《转行：发现一个未知的自己》（Working Identity：Unconventional Strategies for Reinventing Your Career）一书的作者，按照她的话来说，发现新的职业发展机会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断地问“如果我尝试去做这件事，那会怎样”并快速采取行动。伊瓦拉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做法是违反直觉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你应该花大量时间来思考并计划自己要从事什么职业。

伊瓦拉指出，当人们想要改变自己的职业时，通常都会仔细阅读自助书籍，并与那些能为自己提供指导建议的人聊天，等待所谓的顿悟时刻。而在你顿悟时，你就能自信地找到自己的新方向。但伊瓦拉说，这种做法是错的，“我们需要行动”。而通过研究，伊瓦拉了解到，事实上，职业过渡大多要花大约3年的时间，且这些过渡很少会按照顺序发生。改变职业的过程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但当这一切都结束时，惊喜就会出现。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尝试改变的过程中，尽可能快地去验证自己的想法和学习新知识。按照伊瓦拉的话来说，如果你想成功改变自己的职业，那么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做各种尝试。

伊瓦拉建议，在还没有找到新方向之前，我们应该暂时做一些搭建人脉和咨询的相关工作，在新的行业学习技能或积累经验。而假期就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机会。伊瓦拉总结道：“通过检验现实，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谁，这是在实践中发生的，而不是局限于理论。”埃里克·莱斯发起了一项运动——鼓励企业不断去做小的尝试。比如，企业应该在某个商业领域中尝试去实践大量想法以明确哪些想法行得通，还应该快速引进新产品和新服务，以便“验证自己的想法和学习新东西”。莱斯意识到，“精益创业”的方法和哲学理念也能应用于个人生活。

精益创业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下：如果你正准备开始一份新职业，或者刚开始做一项创新性项目，又或者刚着手其他首创活动，那么你就已经处于“启动”模式了，而“精益”规则也就开始适用了。此时，你应该问自己许多“如果”一类的问题，这样你就可能会发现一些可以尝试的新机会。之后，你应该迅速让这些想法成形，并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检验，看看哪些是行得通的。总之，你要去进行实验。

利用小失败，避免大灾难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在各种情况中都适用，例如“如果你不会失败，那会怎样”。几十年之前，美国一名牧师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就提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问题。舒勒的问题原本是：“如果知道自己不能失败，那你会试着做什么？”

在过去几年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主管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在TED演讲中不断提出这个风靡多年的问题。极具影响力的谷歌X实验室创始人塞巴斯蒂安·特龙也十分欣赏这个问题，他曾在社交新闻论坛Reddit等许多网站引用过这个问题。

即便回答这个问题有些难度，且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缺陷的问题，但它却证明了一个好问题能激发出无限的想象力。另外，它还能提供合理的后续建议，从而指导我们“做出一点小改变”。虽然上述都是有关怎样用这个问题鼓励人们行动的，但它也能促进人们进行更为大胆的畅想。

我们已经发现，企业有时会提出一个“如果”一类的问题，用这种假设性问题去暂时排除那些限制我们进行更深远的思考的因素。比如，企业提出“如果成本不是问题，那会怎样”“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等这类问题此外，当人们正在追求新想法或打算让生活发生一些改变时，提出假设性问题也会让他们暂时撇开那些限制因素。但是，最大的限制因素通常是我们对失败的恐惧。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如果一部电视剧可以带来现实生活的改变，那会怎样？

当收视率一直颇高的电视剧《火线》（The Wire）在2008年剧终时，饰演女主角的演员索尼娅·索恩（Sonja Sohn）并没有准备好与电视剧拍摄地巴尔的摩说“再见”。索恩艰辛的成长经历让她对《火线》中描述的动荡生活深有感触，她也希望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他人生活得更好。因此，她提出：“如果让《火线》走进学校，解剖剧中的不同角色是如何跟他们所处环境妥协的，并且让孩子们谈谈自己在生活中是如何向周围环境妥协的，那会怎样？”这样的活动能帮助孩子们释放自我，观察自己怎样做决定以及是否会以某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来做事。索恩在2009年创立了基于社区的非营利性机构“重新改变”（ReWired for Change）。很快，她欣慰地发现，《火线》中的情节的确会促使身处困境的孩子改变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会他们要批判性地思考道德、因果关系、决策和结果等。

我问塞巴斯蒂安·特龙，为什么“如果你不会失败，那会怎样”这个问题会使他产生共鸣？他回答说：“人们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失败。”特龙秉持的方法会带来一系列巨变，而这些巨变则可能会涉及改造汽车或改革大学课程，其方法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希望自己尽快失败并且要庆祝失败”。

杜根在TED演讲中也提到了“如果你不会失败，那会怎样”这个问题。她对听众说：“如果你真的问自己这个问题，那么你就难免会感到不舒服”，因为害怕失败“会阻止我们尝试去做一些非常棒的事情，你的生活也会因此变得无趣。而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也不会再发生”。但如果你能尽快克服这种恐惧心理，“不可能就会突然变得可能”。

在硅谷，人们一直信奉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我们应该拥抱失败”。最近，“害怕是件好事”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比如2013年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在一场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就提到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理念。例如，智囊网站上有位作家对这一突然流行的理念不太赞同，他用“迷信失败”这个术语来描述现今的这种流行趋势。他指出，尽管失败会带来促进你继续奋斗的压力，但实际上它常常会令你感到痛苦，有时还会对你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许多人仍然十分认同“拥抱失败”这种理念，这种理念也因此越来越流行。作家彼得·西姆斯指出，对于失败的恐惧一直侵扰着我们，在人生初期就开始了，“你的父母想让你在体育运动中、在教室中或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成功、成功。你的教师则会因为你得出‘错误答案’而惩罚你”。西姆斯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如此写道。而当你进入商业世界后，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西姆斯表示，在如今的商业世界里，“现代企业管理在减少风险和避免错误上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尝试失败。

在一些创业者和创新者看来，失败是不可避免且值得感激的，并且失败在他们通向创造力和创新的道路上通常会对其有所帮助。眼睛书写器的发明者米克·埃布林注意到：“每当我们碰到失败时，我便会大笑。这就像从不同角度来检查一个盒子，即便发现了瑕疵，但也表示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经验丰富的创新者一般都能明白这一点。诗人约翰·济慈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失败就是一条通向成功的高速公路。比如，我们发现越多的错误，就越会认真地寻求真相。”无法轻松面对失败的人，可能在刚遭遇失败时会探询失败的本质，提问我们怎样感知到失败。比如，他们会问：“失败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把失败看成是一种终结，还是一个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状态？我要怎样区分可接受的失败和不可接受的失败？（并不是所有的失败都具有相同的作用，都会推动你向前进。有一些失败可能会让你放弃去做所有的事。）我能把富有成效的‘小失败’当成一种手段，来避免毁灭性的‘大失败’吗？”

作家乔纳森·菲尔茨意识到，自己向他人分享失败的经历远多于分享成功。而在分享失败的过程中，菲尔茨对于一些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些有趣的想法，尤其对“我们失败的可能性”有更深刻的想法。

菲尔茨并不是特别喜欢“如果你不会失败，那会怎样”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虚幻的情节。而我则更有兴趣跟人们谈论另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比如在面对可能会失败的现实情况时，你提出的问题是否会赋予自己力量并促使你采取行动。”

菲尔茨认为，当我们着手进行一项新计划时，应该用一个问题来面对失败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是：“如果我失败了，我将怎样走出失败的阴影？”

菲尔茨说，当我们考虑失败时，通常是用一种模糊的和夸张的方式来思考的，甚至害怕把失败想得过于清楚。他建议，任何正在做有风险的事的人，在开始做这件事时都应该想一想：如果失败了会怎样，并且想想应该从失败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这也就阐明了生活中不会只有失败，总会有一条通往成功的路。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能更加自信。心理学家、作家朱迪思·贝克（Judith Beck）说，当她与病人在一起时，自己会用一个与此类似的问题来问他们：“如果发生最坏的事情，我可能会怎样应对？”因为，正如她解释的那样，“一旦人们意识到，他们将度过最黑暗的阶段，那么所有的内部和外部的资源都会帮他们熬过去，他们的焦虑也就会减少很多”。

菲尔茨认为，我们应该问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不做任何事，那会怎样？”这个问题强调了当我们正在做一项重要改变时，通常是因为我们需要去改变，并且如果不进行改变，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因保持原状而不开心，原本存在的难题也就可能会变得更糟。菲尔茨表示：“在生活中，没有旁路可走，如果你没有勇往直前，那么就是在后退。”另外，你还需要问自己：“如果我成功了，那会怎样？”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大脑中回路连通的方式会让我们倾向于自动迎向逆境，”菲尔茨说，“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大脑充满正能量，并紧紧抓住那些能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事物。因此，我们要想清楚：如果这次行动最终取得成功，那会怎样？进行这样的思考对我们采取行动会很有帮助。”

换句话说，就是给你自己能承担失败的风险提供强大的动力。博主克里斯·吉尔博（Chris Guillebeau）对罗伯特·舒勒的问题做了另一番解释。吉尔博写道：“如果你知道自己不会失败，那么就不要去想你会做什么。或许你应该提出一个更好的问题：无论成功与否，真正值得你做的事是什么。”

用问题当杠杆，撬开大难题

想想吉尔博的问题：“无论成功与否，真正值得你做的事是什么？”或许真正值得我们付出努力的是那些能激发想象力、与心灵对话，并且也能拉近人们之间关系的事。已故社会活动家弗朗西斯·皮维擅长进行“策略性提问”，我认为“策略性提问”的特征应该是开放式思维以及具有关怀之心。

皮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提问的印记：泰国曼谷的贫民窟、遭受战争之苦的波斯尼亚、印度恒河流域，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后者是她的家乡。说得委婉些，皮维很有特点，比如她体形高大、充满朝气。一位曾经采访过皮维的记者这样描写她笑起来的样子：“她身上的肉直摇晃，胸部也是，甚至连耳朵也在上下晃动。”她有时是一个荒诞的喜剧演员，有时则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旅行时，她会随身携带一个便携式指示牌，上面写着“美国人愿意倾听”。当她坐在火车上以及身处其他拥挤的集会场所时，她就会举起这个指示牌。

这句话是一个诱饵，非常古怪却很有效，人们有时会谨慎地接近皮维，看看她到底在干什么。20多年来，她用这种方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采访她。她告诉《墨尔本时代报》（Melbourne Age）：“我改善了自己的会面技巧，我提出的开放式问题引发了很多观点和故事。比如，我会问：‘你为什么喜欢让自己生活得与众不同？’”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皮维认为，通过运用正确的问题类型——开放式的、好奇的，有些尖锐但不含评判色彩的，人们可以跟那些与自己在文化、政治立场、气质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人展开有意义的对话。这些问题可以突破人与人之间的障碍，帮助确认人们的共同兴趣点和共同关心的话题。最终，如果这种提问和讨论进行得足够深入，那么它们就可能解决一系列的冲突和难题。

皮维使用她的“策略性提问”与人们一起解答了各种各样的难题。正如一篇新闻报道指出的那样，她帮助过泰国那些被邻居驱逐的妓女，也曾致力于一项供养日本大阪无家可归人员的计划，还曾帮助过克罗地亚南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植物园移植，甚至曾帮助过加利福尼亚州那些即将被赶出溜冰场的滑板运动员。在她参与的众多项目中，有一个她非常感兴趣，那就是关于清洁恒河的公众宣传活动。针对这项活动，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从而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清洁恒河的意义。例如，她问当地居民以下问题：

•　你感觉恒河目前的状况怎样？

•　你怎样向自己的孩子解释恒河的状况？

皮维说，在提出问题时，她会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措辞，尽量不使用“污染”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可能会让那些认为恒河十分圣洁的人感到不快。另外，她还会不断地调整这些问题，让人们围绕“关爱恒河”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她能看出来，人们被清洁恒河这样艰巨的任务吓坏了，因此她开始将问题落脚在一个更长远的目标上：“为了清洁恒河，你正让自己的孩子进行什么样的准备？”

当皮维提出这个问题时，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此没有做过任何事。“他们对这条河的爱、对孩子的爱和对这个问题的无言以对，都表明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一切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但皮维说，“人们的这种反应反而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人们对于皮维提出的问题做了回应，为孩子们组织了一场以“恒河的健康”为主题的海报绘画竞赛。这项竞赛打算将孩子们的画悬挂在公共场所，这样“成年人就将会看到孩子们眼中的恒河，并且可能会由此感到尴尬”。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项竞赛每年都会举办一次。但正如皮维写的那样，这个想法并不源于她，而是源于当地居民，尽管这项竞赛看起来是由皮维的问题发起的。

对皮维来说，一个问题可以充当一个杠杆，“撬开”一个大难题。“如果我们有一种更长的杠杆，或者一个更具活力的问题”，那么它也能“把事物撬动”。在这个暗喻里，被撬动的是人们的想法和他们脑中已经存在的答案。其实，只需要将人们的想法和答案混合一下，那些思想便会凝聚在一起。而皮维的提问方法也旨在打破不同文化、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的隔阂，在存在偏见的时代，这种方法非常有效。

当人们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一个问题时，如果一方试图将其答案强加给另一方，那么就会出现问题。人们要么会发生争吵，要么会不再进行讨论。或许，要打破人们在最具争议的问题上陷入僵局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出可掌控局面的声明——努力按照下面的问题行事：如果我们还没有在答案上达成共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吗？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为了实现自我，你会做些什么？

乔尔·范·戴克（Joel Van Dyke）在美国费城一个社区基督教教堂担任牧师。由于该社区毒品泛滥，他决定接触当地社区的青少年，但多年来一直没有想出该怎样做这件事。随后，在偶然发现卡明斯关于“好问题”的语句后，范·戴克决定将“问题”作为与青少年建立联系的工具。于是，他并没有苦口婆心地告诉青少年他们需要什么，而是问这些青少年：“为了实现自我，你会做些什么？”范·戴克乐意融入这个社区，而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最终让他与当地青少年开展了一场令人惊讶的对话。包括帮派领导人在内的一些青少年告诉范·戴克，他们非常想要一个能玩手球的场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使用当地的场地。他们告诉范·戴克：“如果进行一场手球锦标赛的话，我们会带上所有朋友来参加。”于是，范·戴克所在的教堂开始每年赞助4场手球锦标赛，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分享政府信息的场所。

由广告商转型成为活动家的乔恩·邦德（Jon Bond）与他的妻子丽贝卡最近发起了一个反枪支暴力运动——“进化”（Evolve），来对2012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的校园枪击事件进行回应。这个组织致力于重构围绕枪支控制的对话，从而回答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拯救生命？”

邦德说：“我们发现，通过运用一些问题，可以让枪支持有者和非持有者达成共识。”在这些问题中，人们可能会就下面的这两个问题达成共识：

•　你担心枪支暴力吗？

•　你对控制枪支负有责任吗？

邦德说：“这些封闭式问题只会使人们得出一些绝对性的答案，比如‘是的’，然而，像‘枪支持有者应该更负责任’这样的表述则会引出个人化的、具有防御性的答案。”而邦德希望他们提出的问题能“在措辞上与以非暴力方式来解决冲突相关”。如果想提出具有指向性或敏感性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吸引到持两种不同立场的人，但“他们不会轻易屈服”。正如邦德指出的，即便是措辞敏感的问题仍然应该表现出对这个议题持不同立场的双方的尊重，邀请他们参与讨论，从而开启对话。曾经是广告商的邦德将这种情景描述成“‘拉’和‘推’的对抗艺术”。另外，他还指出如果没有提出问题，那么这种想法就是不可能完成的。

正如皮维和邦德认为的那样，这些问题必须有文化意识，还必须富有洞察力，恭敬且具有魅力。而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与此相关的情景分析。在了解到皮维和另一位跨界专家诺沃格拉茨使用的提问方法后，我们明白，应该走进那些与你有着不同视角的人们的世界，“与他们席地而坐”，试图从他们的视角来发现不同的问题，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如果不能采用这种方法的话，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Facebook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的建议。他在最近的一场商业演讲中呼吁毕业生应该“养成某种让你更容易美梦破灭的习惯，并让自己成为Twitter上你原本不认同其观点的人的拥护者”。

休斯当然也认同，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好奇的心态去质疑那些我们不赞同的观点：为什么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以一种与他们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会在什么样的假设前提下做事？

对此，微软首席工程师迈克尔·科宁（Michael Corning）极力推荐人们考虑另一个问题：“我犯错的可能性是什么？”他说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地回答这个问题。

正如科宁指出的，每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都应该对自己过度确信的观点逐一验证。科宁补充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几乎所有的家庭纠纷，比如围绕“到底谁动了车钥匙”这样一个问题在家庭中引发的无休止的争吵。

这种有移情作用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弥合与他人的分歧，更好地维护与最亲密的人的关系，比如与亲密的朋友、邻居、同事、兄弟、妯娌和长子等的关系。另外，它还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在人际关系中面临的挑战，并帮我们想出可能的补救措施。例如，“为什么我的岳父这么难相处”这个问题就需要被重新思考，通过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我们就能看出它的假设前提是否有误。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提得对吗？”“每个人都觉得他很难相处吗？”如果岳父只与某些人相处融洽，比如另一个与你年龄相仿的女婿，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能提出更好的“为什么”问题：“为什么我的岳父与我很难相处？”

我们也可以提出其他的“为什么”问题，来帮助我们进行情景分析：

•　为什么只有我感觉我们好像不能融洽地相处？

•　为什么我想努力改变这个现状？

•　为什么我的岳父与其他女婿相处融洽？

•　我能从中学到什么经验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想出一系列的答案，而这些答案接下来会生成一系列的假设性问题，之后便可以进入“如果”的解决阶段。比如，假设性的问题可能是：考虑到我们只是在混乱的家庭聚会上才能见到彼此，如果我们在更放松的场合中见面，那会怎样？而“怎样”阶段的问题则包括：我怎样才可能在混乱的家庭聚会上吸引到他的注意，比如邀请他与我一起用我新买的大屏幕电视看球赛？通过这种提问，你可以分析出一段关系之所以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可以从其他人的视角来观察事物。另外，利用策略性提问，你也可以想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发现与他人的共同点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关键。因为家庭是一个整体，所以所有家庭成员就需要一起提问题。布鲁斯·费勒（Bruce Feiler）(29)是《幸福家庭的秘密》（The Secrets of Happy Families）一书的作者，他通过每周固定的聚会极大地增进了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在聚会时，每名家庭成员都会考虑同样的3个问题：

•　家里过去一周有什么事情进展顺利？

•　我们可以把什么事情做得更好？

•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会致力于做什么事情？

费勒对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作家史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曾提出的理念进行了更新，(30)他还建议，与企业一样，家庭也应该创建自己的“使命宣言”。让家庭有一个共同目标是一个好主意，但或许一个“使命问题”可能比“使命宣言”更有凝聚力。一个家庭的使命问题可能是“作为一个家庭，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为社区服务”或者“我们怎样才能秉承祖辈的传统”。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所有家庭成员共同思考“家庭应该探究的最有意义、最令人愉快和最有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将会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而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在寻找这种问题时，都不要轻易地做出选择。

远离答案，活在问题中

道格·劳奇（Doug Rauch）在2008年卸任乔氏连锁超市（Trader Joe’s）总裁一职（本来这代表他在到达了事业顶峰后可以很轻松地退休，享受打高尔夫球的乐趣了），像很多人一样，劳奇对于传统的退休概念感到很不舒服。“当我们投身于一项宏大的事业时，大多数人都会去寻找这项事业的目标，”劳奇说，“如果你的人生比较幸运，你可能会从一个重要的领域转向另一个。”

怎样才能找到这个重要的“新领域”？对于这个问题，劳奇并不确定答案是什么。而当他开始寻找这个新领域时，他听说了哈佛大学的一项奖学金项目，该项目旨在鼓励退休的企业高管继续从事有价值的事业和项目。当然，该项目的前提是，这些退休人员必须是正在探究宏大问题的悟性高、才能卓越的人。而当已经登记的退休人员确定他们感兴趣的挑战后，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项目就会给他们提供指导。但是，每个受资助者都必须想明白，他究竟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劳奇回忆说：“我开始考虑许多新挑战，但是我坚信应该‘结合自己了解的事物’。那么，我比较了解的是食物。”另外，他还了解到：“有5 000万美国人正在饿肚子。”

当劳奇开始想这个问题时，他会反复去想各种“为什么”“如果”以及“怎样”等类的问题。当然，在提问方面，劳奇已经不是新手了，他在掌管乔氏超市期间已经积累了有关提问的丰富实践经验，也持续钻研提问的艺术。劳奇一直认为：“提问是创新的核心”。

于是，劳奇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会有1/6的人饿肚子？”

随着劳奇试图利用情景分析法来发现问题的本质，他开始考虑把许多想法混合起来形成其他问题。而当他发现饥饿和肥胖在美国并存时，他便提出：肥胖的人为什么会饿？在努力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劳奇提出了一些基本假设，其中一个是：饥饿其实是缺乏卡路里的表现。而现实中的情况是，较为贫困的人可能只考虑把肚子填满，于是就吃了很多没有营养但卡路里很高的食物。“如果你手里仅有3美元，那么你就会吃炸薯条喝碳酸饮料，这样你的体内就有了大量卡路里。”但从营养学的角度讲，你仍是饥饿的。

当劳奇意识到“这个国家种植的40%的粮食被浪费了”时，他变得非常恼火：“这当然会引起我的好奇心，为什么这么多食物最终被扔入垃圾堆里了？”

接下来，劳奇进行了一系列缜密的连接性提问。“我开始把这些零碎的想法拼凑在一起，然后进行思考，如果我可以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那会怎样？”

作为大型连锁超市的管理者，劳奇知道超市的货架上放着大量食物，这就使他提出：“我们该怎样把这些食物从超市转移到急需食物的地方？”

针对这个问题，劳奇想出了一个潜在解决方案——以最优惠的价格从超市和食品生产者手中购买未售出的食物，然后把这些食物重新包装成有营养、方便携带的便当，再以低廉的价格在波士顿的大型室内农贸市场上出售。

到2013年年中，劳奇已经将他的想法逐渐转变成了现实。他筹集了用来启动公司的资金，并给公司选好了办公地址，他计划在墙上挂上壁画和与社区有关的一些艺术品，让公司有一种街坊邻里的感觉。劳奇想让他提供的食物吸引到大量顾客，从而分流乔氏超市的客流量，还想让顾客感觉到，他们正在以低廉的价格得到高质量的食物。为什么不把食物分发出去？劳奇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明确了这个问题所反映的现象是不可忍受的，浪费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也实在不怎么高明。尽管许多人对赠送食物这件事有所怀疑，但是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有一顿饭吃。当劳奇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想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我们提供一种价格便宜的食物，而不是施舍食物，那会怎样？”

劳奇的设想最终到底是否能成功仍需要时间来验证，而当我写下他的故事时，他正陷于“怎样”阶段——“怎样做午餐？”“怎样争取到足不出户的顾客？”“怎样增加顾客的数量？”但他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人怎样才能“发现并提出一个好问题”。

劳奇在确立自己的问题上非常大胆，也很有雄心。他选了一个颇为宏大也颇为棘手的问题。按照传统的看法，他本该从需要艰苦奋斗的新世界中抽身，转而过一种更舒适、更熟悉的生活，但他却在这样的人生阶段做这样的事。在探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寻求了同样申请哈佛大学奖学金项目的那些人的帮助，也环顾四周去观察什么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另外，他还与自己的内心进行对话，反思自己擅长什么，以及怎样以一种新鲜的、有意义的方式来运用自己擅长的技能。

提问的力量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发现并探询这样一个极具意义的宏大问题实属不易。因此，我们应该在开始提问前问一问为什么，首先想想为什么做这件事有意义？我们都有自己的目标、计划、热情、兴趣、担忧，也都有许多要做的事和要想的事，那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添麻烦，去想一个很难回答的大问题呢？答案是，这个问题可能会推动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你可能有一连串需要做的事，一连串要达到的目标，只不过你把这些事和目标都放在内心深处了。但如果你有一个十分感兴趣的问题，那你就很难把它忽略掉。用大卫·库珀里德的话来说，一个强有力的问题永不休眠。这个问题会深入你的脑海，让你时时刻刻都想着怎样解决它。

把所面临的挑战以问题的形式表达出来是对你有益的。比如，这样可以让你变得勇敢、更具有冒险精神。任何人都有权利去质疑任何事，你不一定要成为公认的专家，只要愿意带着自己的问题勇敢地在这个世界中前进，你就将会对世界有新的认识。而你也可以由此形成自己的理念，并得到他人的支持。然而，当你带着答案来到人们身边时，他们很可能会忽视你或挑战你，忍不住给你提出建议，或帮你回答一个宏大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增加你的动力。问题，尤其是正确的问题善于生成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变革者会经常将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要只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么做，又怎样能想出对自己来说是正确的问题？”在一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上集中精力是很值得的，因为这样你就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聚焦这些问题，进而找到一系列解决方案。我所研究的诸多创新者都拥有许多伟大的创意，并想要利用自己的想法实现上百件事。但他们往往会在某一个时间段让自己只去想一个问题。

提问练习

A More Beautiful Question

我们应该让“退休”这个概念退休吗？

婴儿潮的出现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世界能够承受得住这么多人在60岁的时候同时退休吗？此外，退休真的是让人渡过余生的最满意和最有效的方式吗？马克·弗里德曼（Marc Freedman）是Encore.org的创始人。当看到60岁以上的人口日益增长时，他提出：“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人口转变成充裕的劳动力？”弗里德曼认为，年长的工作人员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可以适应“二次就业”（encore careers），比如在非营利性机构、慈善机构和学校等继续工作，因为这些地方越来越需要有高水平技能的人加入进来。弗里德曼的Encore.org运动就给这些60岁以上的人提供支持、工作机会、奖学金、指导手册和课程等，让成千上百万在生育高峰出生但仍健在的人为改变做好准备，成为一个重要的劳动力。弗里德曼相信，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年龄段的人为人生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通过设立“个人目的账户”（Individual Purpose Accounts）给处于过渡时期和再培训时期的人提供所需的资金。

塞巴斯蒂安·特龙把他的每个项目都比作登山。你必须先挑选一座你喜欢的山，“而不是你想登顶的山”。因为即便运气很好，“你也会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被这座山绊住”。

你可能会认为是自己在选择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问题也在选择你。由于某种原因，某个问题会跟你产生共鸣，只有你才能理解这一问题。而你探索这个问题的热情会让它变成一个好问题，一个值得与其相依相伴的问题。你需要找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正如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指出的，你需要找到一个自己很感兴趣，且非常有希望解答出来的问题。当然，你不需要去解答所有的好问题。比如宇宙的本质是什么等诸多问题，弦理论家威滕并没有给出全部答案，但他说，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已经让他在遍寻好问题这条路上有了许多有趣的发现。

正如本书中讲述的那些故事所表明的，人们往往在各种地方以许多方法来寻找有意义的问题。你可能因为一次不幸的交通事故就发现了一个好问题，如菲利普斯那样；或者与埃德温·兰迪一样，一个好奇心强的孩子可能会送给你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个好问题；或者在解答如支付租金这样一个普通的难题的过程中，一个好问题会随之产生。有趣的是，你可能不必跋山涉水去寻找好问题，它们通常就在你的身边、你的眼前、你所居住的社区里、你的公司里，或者可能就在你的手掌心。要想发现这些问题并不那么容易，你需要退一步，转变视角，提升你的悟性。

你也可以从熟悉的环境之外找到一个好问题。加里·怀特正在努力解答关于水的一些大问题，并最终成立了非营利性组织Water.org。而怀特创办这一组织的设想源于当时还是学生的他在危地马拉的旅行经历，在那里他看到那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们缺乏干净的水源。“这让我感到很震惊，这里离物质丰富的美国非常近，但这里的孩子却要穿过下水道去收集可能会致命的污水。因此，我不禁想问，为什么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会有的却是这里最稀缺的？”一旦怀特在脑中形成了这个问题，他就开始沉迷于思考怎样解决它。

当今世界，到处都是奇怪的难题，当然也有很多好问题。这就意味着，最棘手的问题往往就隐藏在某些看似普通但实际上具有极大价值的问题中间。而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断围绕其进行思考，我们就可能会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本质。

对于那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提问者可能很难针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卫生保健、饥饿、保护环境、给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照料等问题都迫切需要新的、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而只有通过提问，我们才能想出办法来。另外，教育也是我们谈论和探询的热点问题。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不仅需要被教师、学生和教育创新者（比如正确问题研究所）等提出来，也需要被学生的家长们提出来。因为他们会花时间去询问，并可能会在询问的过程中遇到麻烦，比如他们会问：“我怎样才能鼓励自己的孩子更好地提问？”大多数家长都希望能培养出好问、机智且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孩子。所以，对家长们来说“我怎样才能鼓励自己的孩子更好地提问”是一个值得探询的好问题。

你的好问题还可能聚焦于怎样让你变得更易满足、具有更强的好奇心、更为风趣等。IDEO公司的首席创意官保罗·贝内特与我分享了他的好问题，他说：“我经常问自己：‘我怎样才能一直保持灵感？’”

贝内特认为，他的工作需要灵感。“作为拥有600名员工的公司的首席创意官，你需要不断鼓舞他们，如果我一直有灵感、有动力，我就能鼓舞他们。”于是，他开始训练自己持续关注并欣赏周围所有能激发他的灵感的事物。“你不可能在一天中一直如此，所以有时我会对自己说‘停下来，放松一下，请记住这一点’。我认为，在人群中，你需要善于审视自己的愚蠢行为，并能够停下来，从自己的过往经历中发现有趣的、重要的事，发现你能与他人分享的事。”贝内特会收集自己生活中的小事，把其中最有意思的事与IDEO公司的员工们分享，或者写在他的博客“好奇心游历记”上与读者们分享。

贝内特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持续发现灵感以便更好地鼓舞他人？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些使我们感兴趣的好问题其实都与此类似。

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提出自己的好问题，并不断做出回答。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固定的答案。至少对于那些想持续成长、提高和创新的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没有固定答案。这也就意味着当某人说“我想出了答案”时，他有可能放弃了寻找其他更好的答案或进行创新的机会。

“我们应该让自己远离答案，活在问题之中。”爱尔兰小说家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以潦草的笔迹将这句话写在自己卧室的墙壁上，以作警示。我问麦卡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必须承认，答案实际上是相当无趣的。爱尔兰人尤其擅长提问题，当然有时这也让人很生气，因为是在用问题来回答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样做很好。当你对人生感到困惑不解时，你自然会想要提出一些问题。”

有趣的是，一些成功人士也将提出好问题的重要性运用到工作中，这些好问题包括：“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份工作？”“如果我们把工作推向另一种境界和层次，那会怎样？”“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提出这些问题的人都能基于问题采取行动。2012年《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采访电影演员杰克·吉伦哈尔的报道引起了我的好奇，这篇文章提到，吉伦哈尔不拍电影，转行去做制作人了。吉伦哈尔表示，尽管他已经从一个小明星转变成了巨星，但在表演上获得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很难为他解答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过去，我并没有做自己真正想做的。然而，现在我必须想明白我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而在努力成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演员的过程中，我越发自信。”但他也指出，一些年轻的电影演员很难这样进行反省，因为“提出问题在好莱坞并不会受到欢迎，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似乎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由演员转型为导演的本·阿弗莱克似乎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问题，而那个问题是他着手准备拍摄电影《逃离德黑兰》时提出的。阿弗莱克已经导演了两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导演了两部电影之后，我对自己说：‘好吧，事实证明你已经做到了。现在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如果你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它说出来，那会怎样？你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就是我们在思考自己的好问题时所想的。

当你找到自己的好问题后，你需要持续围绕其进行思考。如果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那么它可能会令人感到困惑、沮丧和筋疲力尽。如果你发现自己被这个问题绊住了，那么遵照诺沃格拉茨提出的建议：“只需努力找到下一个问题就可以了。”为此，你需要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然后解决这些小问题。不断地在各种“为什么”“如果”和“怎样”问题中周旋，这样即便你被某一个问题绊住了，你还可以思考一系列新问题。

不要害怕改变自己的问题，即便将它改得面目全非也别怕。而你可能也希望对这个问题进行扩展，让其范围变宽，或者增加很多小问题，从而把它变成一个复合的问题，这种方法可能会非常笨拙，但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要确保自己时刻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带着问题去散步、带着问题去博物馆。正如菲利普斯注意到的，如果你能给自己的灵感创造时间和空间，那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菲利普斯说，作为一个创新者，“你要像一个冲浪运动员一样，耐心地等待下一波海浪的到来”。最终，菲利普斯能用自己制作的假肢再次冲浪了。你需要知道的是，当海浪将要到来时——当这些不可预期的连接在大脑深处即将出现时，你必须为它们的出现做好准备。如果你没有充分考虑过自己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出问题，那么这种连接是不可能发生的，海浪也不会形成。

你可能会发现，当许多提问者开始探究一个问题时，他们需要了解大量的相关知识，其知识量远超你的想象。因此，不要因为你了解的知识还不够多而推迟提问计划。事实上，你一直被黑暗所包围，一旦开始用问题这把手电筒进行探查，你才会知道周围是一片茫茫的黑暗。提问者要学会热爱无知，因为无知孕育着机会。在某种形式上，无知就意味着创造力和创新。而斯图亚特·法尔斯坦也认为，我们应该学会无知。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如果我们培养无知而不是害怕无知，那会怎样？”

如果要培养无知，我们就需要一些培养工具，尤其要包括一个能帮助我们挖掘事实、揭示真相、培植耐心的工具。

如果这种工具一直就藏在我们的口袋里，从孩童时代到现在都一直伴我们左右，那会怎样？


译者后记

初次听到这本书的名字时，我感觉它很文艺，很难将其与思维、思考和创新型企业等联系起来。但当我仔细阅读这本书的原版书时，我发现自己已经被书中那些富有哲理的故事深深吸引了。这本书并不是在单纯地讲大道理，而是从一个我们任何人都认为理所应当的事实出发，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给我们以启迪的故事。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生下来就会提问题，从小就对各种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并爱提出自己的疑问。然而，这个世界却告诉我们：提问题是没有效率的，谁能直接给出答案，谁才会受欢迎。因为提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会被人们认为是无知的表现，我们也就不敢提出过多问题了，而我们与生俱来的提问能力在日益繁杂的成长环境中也就慢慢被消耗殆尽了。

当看到书中每个提问者艰难的提问历程时，我也开始陷入了沉思，思考我对生活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对工作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对家庭的问题又究竟是什么。在此之前，我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而在过往的十多年求学和工作的时间里，我总是在追寻答案，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我究竟要解决自己人生中的什么问题。所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彷徨、迷惘、不知道方向、急于得到答案。如今想来，若早早看到这本书，或许我早就能提出自己的正确问题，并有目的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也就能坦然面对那些匆匆岁月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总是会出现那些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的人生发生重大改变：让我们的事业陷入困境；让我们的身体遭受重创；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伤害，等等。而不管你的人生或工作正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沃伦·贝格尔告诉我们，能提出一个“好问题”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幸运的。而这个“好问题”往往都是从提出“为什么”开始的。

•　如果你是一名普通人，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我感到不幸福？”

•　如果你是一名企业家，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我领导的企业面临困境？”

•　如果你是一名创业者，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款能解决人们实际问题的App？”

•　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家，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我们与观众更好地进行互动和沟通？”

但是，只提问“为什么”就万事大吉了吗？当我们面对难题时只问“为什么”，而没有任何后续的提问、思考、再提问的过程，那么我们就是只会抱怨和呻吟而已。所以，在提出“为什么”后，我们还要给事情设置假设并提出“如果”一类的问题，而当考虑过所有可能的情况后，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个最有可能实现的想法，这时你就要问自己“怎样”去做了。

而这个“为什么—如果—怎样”的提问过程就是贝格尔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这种切实可行的步骤可以让我们更高效地对生活和工作中的事情提出疑问，也可以让我们在不断探询和提出问题的过程中找到那些问题的答案。

因此，我们不要吝啬分享自己的想法，不要害怕分享自己的疑问，也不要担心提出具有挑战性的棘手问题，更不要思前想后很久才行动。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个好问题，基于这一问题付诸行动，检验行动的效果，再根据行动的效果调整我们的好问题……

从现在开始，每天告诉自己：再来一个好问题吧！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谢谢我的先生孙杰在生活和工作上对我的照顾和指点。谢谢我敬爱的导师黄京华教授在学业和生活上对我的悉心关怀和无私指导。谢谢我的师妹陈柏霖、朱琛对我的帮助。最后，谢谢我的朋友韩振娇、李芳、刘鹏给予我的关爱和鼓励。没有你们，我的人生就没有这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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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型学校运动也被称为“小型学校首创精神”，美国的许多高中规模都非常大，所以这一运动倡导将这些学校重新组建成较小的、自治的学校，学生人数不超过400人，最理想的状态是200人以下。——译者注

(2) 即corner office，指领导或老板的办公室。——译者注

(3) 根据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弗拉维尔（John Flavell）的观点，元认知是对认知的认知，是关于个人自我认知过程的知识和调节这些过程的能力。——译者注

(4) 想要更多地了解罗宾逊的观点，请阅读《让思维自由》。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编者注

(5) 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清晰、全面地了解欣赏式提问，请阅读库珀里德和黛安娜·惠特尼（Diana Whitney）所著的《欣赏式探询》。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编者注

(6) 想更好地了解IDEO公司如何运用设计思维，请阅读《IDEO，设计改变一切》。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编者注

(7) 情景分析，是指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亲自到产品的终端用户所在地去了解实际情况，比如用户的工作环境、工作习惯和具体需求等，从而可以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设计产品。——译者注

(8) 想要更多地了解高普尼克的观点，请阅读《宝宝也是哲学家》。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编者注

(9) 想要更多地了解平克的观点，请阅读《全新思维》。这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编者注

(10) 想详细了解蒙台梭利学校的教育理念，请阅读夏洛特·普桑所著的《蒙台梭利教育精华》，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编者注

(11)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弗兰克就在康奈尔大学的课堂上通过与学生问答的方式，收集了一系列生活中的经济学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收集和整理，终于成就了《牛奶可乐经济学》。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编者注

(12) 想要更多地了解路易斯的广告创意故事，请阅读《蔚蓝诡计》。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华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编者注

(13) 在《创新者的处方》一书中，作者探讨了颠覆式创新如何改变医疗的话题。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编者注

(14) 从神经学角度认识自己，可以阅读《人类思维中最致命的错误》，这本书已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编者注

(15) 想要更多地了解萨顿的观点，请阅读《论浑人》。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编者注

(16) 想要更多了解有关YC的故事，请阅读《YC创业营》。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编者注

(17) 想要更多了解蔡斯创办Zipcar的历程，请阅读《共享经济》。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编者注

(18) 想要更多地了解未来学家库兹韦尔的观点，请阅读《如何创造思维》。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经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编者注

(19) 想要更多地了解德博诺的观点，请阅读《六个思考框》。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编者注

(20) 《芝麻街》是美国公共广播协会制作播出的一档儿童教育电视节目。——编者注

(21) 想要更多地了解棉花糖实验，请阅读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所著的《棉花糖实验》。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出版。——编者注

(22) Facebook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8日更名为Meta。——编者注

(23) 多样性视角、启发式解释和预测模型能帮助人们找到更多的答案，请阅读《多样性红利》一书了解这一观点。这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编者注

(24) 想要更多地了解舍基的观点，请阅读《人人时代》。这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编者注

(25) 周末运动员多指工作较忙的职场一族。他们平时运动较少，到周末便进行较大强度的体育锻炼，这样最容易出现运动伤害。——译者注

(26) “波西·杰克逊系列”丛书中提到的位于地球某处神秘角落的神学院。——编者注

(27) 曾经一项研究报告表明，随着谷歌不断发展壮大，工作繁重的谷歌员工越来越难用到这项“20%的时间”政策了，或者说是难以合理地利用了。

(28) 《驱动力》是趋势专家、畅销书作者丹尼尔·平克的畅销著作。这本书详细阐释了在奖励与惩罚都已失效的当下，如何焕发人们的热情。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编者注

(29) 超级畅销书的作者，他的《爸爸军团》一书更值得一读。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智慧的故事，而且总结了爸爸给女儿的10个财富：永远做自己，探求一切未知……。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编者注

(30) 想要更多地了解柯维的观点，请阅读《高效能人士的影响力法则》。这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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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幸福课”主要设计者
全球知名潜能挖掘专家
哈佛大学杰出教育家

从潜水艇中浮出的积极心理学家

肖恩·埃科尔是积极心理学家、教育家、作家和演讲家。他早年就读于军事学校，接受过魔鬼般的军事训练，还在潜水艇中受训，本应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可接下来，事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埃科尔发现积极和快乐这样抽象的东西，居然能切实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于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研究积极心理学。

埃科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又攻读了哈佛神学院的硕士学位。接下来，他在哈佛大学做了8年辅导员和助教，为学生们提供咨询，并成为“哈佛幸福课”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先后获得了12次哈佛大学杰出教育奖。

“改变是可能的，
而且当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时，
不仅会给自己带来最大的竞争优势，
也会让别人的生活更美好。”

——肖恩·埃科尔

A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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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强企业的积极行动导师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埃科尔成为向世界500强企业中焦虑不安的经理和员工们提供积极法宝的行动导师，他从自己的理论成果中研发出“积极优势培训”项目，对500强中超过1/3的企业进行了培训，这些企业包括谷歌、毕马威、百事、星巴克、瑞银等。他的足迹遍及全球，从中国、瑞士到南非，再到美国的硅谷和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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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训给这些企业与员工带来了巨大变革，来自48个国家、275 000人、225个子课题的数据有力证明了埃科尔关于积极性与成功的观点。《哈佛商业评论》《纽约时报》《福布斯》《华尔街日报》《财富》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众多知名媒体竞相报道了埃科尔关于幸福与人类潜能方面的研究。

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先锋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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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科尔还是一位勤奋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他先创立了好思公司（Good Think），希望帮助企业探索压力、积极性和成功之间的关系；后来又和妻子设立了好思公司的下属研究机构——应用实证研究所（IAPR），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旨在通过向人们提供积极心理学相关服务来提高工作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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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科尔关于积极性和职场竞争力乃至幸福之间紧密关系的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实操方法，都在其两部著作《发现你的积极优势》《赢得你的积极优势》中有详尽的叙述。这两部作品都是影响力广泛的畅销书，根据书中理论研发的“积极优势培训”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积极心理学培训项目之一。美国十大幸福企业正在践行这一工作理念，这个课程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共同的选择。

除了实践活动，埃科尔还积极投入宣传积极心理学的活动当中。2021年《哈佛商业评论》1月刊和2月刊的封面的报道都是埃科尔关于积极性的研究。他与妹妹合写了一本孩子们都能读懂的关于快乐与成功的书，旨在与儿童分享快乐的秘密。埃科尔还被知名节目主持人奥普拉邀请至家中，探讨积极性与成功的关系，这一谈话已在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超级灵魂星期天》（Super Soul Sunday）中播出，《华盛顿邮报》也对此做了专题报道。此外，埃科尔在TED大会上的演讲也曾轰动一时，点击量超2 000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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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积极性是最强的竞争优势

我在哈佛大学研究积极性多年，而曾经造访中国的经历，让我对积极性的理解发生了巨大改变。

我于2009年第一次来中国，为一些企业CEO做咨询，想验证一下我在哈佛和美国企业中所做的研究是否契合中国文化。我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进行演讲和咨询的经历，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如果非要我描述一下，那我会用这个词：可能性。

当我在上海、北京及其他地区工作和游历时，不禁为这个觉醒中的国家感到惊奇。世界慢慢开始相信：中国人能够取得他们希望取得的任何成就。当中国想要改变时，变化会是多么飞速。我现在仍然记得站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顶层的那一刻，面对着曾经大片农田的所在地，感慨着这座城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巨变。

人们常常只看到最近发生的事，而忽视了其他。如果连续10天都是阴雨绵绵，那么我们会感觉仿佛从没见过太阳。当寒冬结束，小鸟又重新开始歌唱时，我们又会想：“已经忘记小鸟或者树叶是什么样了。”关于可能性的思考其实就是，意识到除了我们正在看到的现实，还有其他可能的现实存在。

在那些雄心勃勃、活跃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中国领导人和企业领袖身上，我确实看到了这种潜力。因此，要取得我们想达到的任何成就，就需要非常谨慎地思考自己输入头脑中的究竟是什么。

城市建设和发达的商业固然很好，但只有伴以人的全面发展才真正值得称道。城市和商业的目标应该是为家人、自己和他人创建一个更积极的世界。然而，如果对这一信念不够坚定，有时候我们就可能以快乐为代价去追求经济增长。有些人想要得到金钱、房产、名声和权力，而不关心快乐或者幸福。

基于过去10年我在哈佛的经验，以及为世界48个国家的顶级公司做咨询的经验，我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积极性能激发成功。实际上，消极情绪阻碍了很多企业和国家的发展。

与中国企业家交谈时，我发现许多人都面带倦容。我们的大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变化。中国发生了剧变，而我遇到的许多中国人都常常感到压力重重、筋疲力尽。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在追求物质财富，认为更好的物质生活当然意味着更多的快乐。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有些看似毋庸置疑的文化观念并不正确。看看那些增长很快的国家，你会发现，当人们为了追求稍纵即逝的积极情绪而无限增加工作时间时，会变得很消极。科学告诉我们，还有更好的解决之道。

如果你试图以员工的积极情绪为代价换取良好的业绩，结果必然是生产力降低、效率降低和可持续性下降。而当我们的大脑处于积极的状态时，每一项企业产出和教育产出都会提高。正如我在2012年1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所写的那样，现代社会中最大的竞争优势是拥有积极敬业的员工。因此，如果想看到中国和中国人的能力，看到中国会产生多么非凡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从积极科学的坚实基础出发。

可能性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也存在于个人层面。因此，尽管我对企业和国家层面上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但我的许多研究也在关注：在充满压力的现代社会里，每个人如何提升自己的积极情绪水平。这本书将探讨如何帮助你的家人、朋友和同事提升积极情绪水平，从而提高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获得成功的概率。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行动会带来改变，相信自己能拥有更积极的生活和工作，那么本书就是为你而写。我希望你能设法把这一信息传播出去。处于高速增长中的中国，需要你这样积极的领导者。期待下次来中国时能与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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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积极在先，成功在后

仔细观察周围的人，你会发现大部分人都遵循着一条准则，它是由学校、公司、父母或者社会直接或者不那么直接地教给他们的。这条准则就是：如果努力，你就会成功，一旦成功，你就会快乐。这种信念解释了生活中通常最能激励我们的事物，例如我们认为：如果得到提拔，或者达到下一个销售目标，我就会快乐；如果下次考个好成绩，我就会快乐；如果瘦身5公斤，我就会快乐。诸如此类，总之是成功导致了你的快乐。

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准则被打破了。

如果成功能带来快乐，那么每一个得到提拔的员工，每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生，每一个实现某种目标的人都应该感到快乐。但是伴随着每一次胜利，新的成功目标就会越来越高，诸如快乐之类的积极情绪也被推到了地平线外。

更重要的是，这一准则被打破是因为它正好搞反了。十几年来，积极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开创性的研究已经证实，成功和积极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与我们认为的正好相反。由于这一前沿科学的发现，我们现在知道，快乐是成功的先锋，而不是结果。

“积极情绪实际上能提高绩效、激发成就，让我们获得竞争优势，我称之为‘积极优势’。”

坐等快乐会限制大脑获得成功的潜力，而培养积极的大脑则令我们更有动力、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更有效率，从而使绩效得到提高。这一发现已经得到成千上万项科学实验的证实，而且在我对哈佛1 600名学生以及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在本书中，你不仅能了解到为什么积极性如此强大，而且还会看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它，并帮助你在工作中更成功。但是我现在很兴奋，因为我已领先了一步。接下来，我会讲讲我在哈佛学习和研究的故事，因为那里是“积极优势”这个概念诞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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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方式

积极的工作理念带来的巨大变革

发现3：可习得的积极优势

我们能有多大的改变

微小的干预能产生恒久真实的变化

第二部分　激发职场潜能的7大法则

法则1：用适当的积极和消极比提升绩效

积极情绪是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积极情绪可以对抗压力和焦虑

积极是一种工作理念

用积极优势领导团队

法则2：充分利用激发潜能的“阿基米德定律”

潜能的“阿基米德定律”

积极心态是可以习得的

超越潜力的极限

法则3：启动大脑中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

改变大脑连接的“俄罗斯方块效应”

大脑会使你“选择性看不见”

选择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

保持理智的乐观主义

法则4：选择更好的“反事实”

“逆境成长”的力量

无处不在的“习得性无助”

危机是成功的催化剂

用“ABCD法”化逆境为转机

法则5：抓住成功的“内控点”

成功的人拥有“内控点”

为什么会失去控制

重获控制，一次一个圈

现在就画你的第一个圈

法则6：用“关键20秒”培养好习惯

我们是习惯的集合

改变为什么那么难

用“关键20秒”改变工作与生活

从设立改变的规则开始

法则7：发展和利用你的“社会资本”

危急关头切勿单枪匹马

社交投资的价值

人际关系越好，效率越高

怎样的社交投资最有效

构建注重社会资本的团队

第三部分　如何让团队更高效

终极法则：让积极特质“大规模传染”

传播积极特质

神奇的镜像反应

工作中的群体情绪更容易传染

做传播积极特质的那只蝴蝶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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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测　关于如何发现你的积极优势，你了解多少？

1．根据积极心理学原理，以下哪种人更容易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A．有很好的记忆能力和应变能力的人

B．有强烈的好胜心的人

C．拥有更高的积极水平的人

D．认为积极特质是一成不变的人

2．肖恩的研究证明了快乐和成功的关系，下列有关说法错误的是___。

A．先有快乐，后有成功

B．成功是快乐的先决条件

C．更快乐，才会更成功

D．快乐的领导往往能带出更成功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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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做题，
获取全书“测一测”答案及解析。




发现1：
谁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究竟是什么使一些人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表现优秀并胜出？通过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大量的成功人士，积极心理学家们得出了7个具体、可行、可靠的法则，它们不仅可以预测成功，更能帮助我们获取成功和成就。




高中毕业时，我斗胆申请了哈佛。

我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城长大，之前从没想过离开那儿。即使在申请哈佛时，我也在准备扎根老家，当个义务消防员。哈佛于我，只出现在电影里，是母亲们开玩笑说孩子长大要去的地方，而我进入哈佛的机会微乎其微。我心想：将来跟我的孩子们说，你们老爸还申请过哈佛呢，那脸上多有光（在我的想象中，我假想的孩子们对我钦佩不已）。

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被录取了，这让我受宠若惊。我想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于是去了哈佛，并且一待就是12年。

我在去哈佛前，只离开过得州4次，但从未出过国（虽然得州人认为，只要出得州就等于出国旅行）。我一到坎布里奇的哈佛校园，就爱上了这里。因此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我去了研究生院读书，并开始承担16门课程的助教工作，还成了聘用制辅导员，和本科生住在一起，帮他们处理棘手的问题，教他们如何在象牙塔里学业和快乐两不误。这就意味着我在一个大学校园里住了整整12年，这是我一开始不曾想到的。

提及这些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将上哈佛视为殊荣，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对每个时刻都充满感激，即使在面对压力、考试和遭遇困境时也是如此。其次，12年的教学和宿舍生活让我得以全面了解成千上万哈佛学生是如何在大学生涯中应对压力和挑战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这些学生，并视之为研究的样本。

为什么他们能快乐地学习

大约在哈佛大学创立之时，约翰·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道：“心灵是自身的主宰，能把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

300多年后，我发现这条法则活脱脱地在我面前应验了。我的许多学生视哈佛为殊荣，但有些学生很快就忘了这一点，而只关注学业负担、竞争和压力。他们不停地担忧未来，无视这一事实：他们获得的学位将为他们打开许多扇门。他们被每个小挫折弄得不知所措，无法从自己面临的可能性中获得动力。看到这么多学生的困境后，有些东西触动了我。他们不仅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成绩和学术表现也很差。

2009年秋，我应邀去非洲做为期一个月的演讲。当时，南非一位名叫萨利姆的CEO带我去了一趟索韦托，这是约翰内斯堡城外的一个小镇，纳尔逊·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等许多名人都称这里是他们的故乡。

我们访问了一所紧邻贫民区的学校，这里没有电，也极度缺水。站在孩子们面前，我意识到我演讲中常用的故事在这里不会有用，与他们分享美国名校学生和商界领袖的经验似乎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尝试和他们对话，想找到一些常识性的话题，我以半开玩笑的口气问：“谁喜欢做作业？”我原以为对作业的普遍厌恶能将我们联系起来，但令我震惊的是，95%的孩子举起了手，他们天真而热情地微笑着。

事后，我开玩笑地问萨利姆，为什么索韦托的孩子如此奇怪。“他们视作业为殊荣，”他答道，“很多父母不曾享有的殊荣。”两周后我返回哈佛，看到学生们抱怨的正是索韦托的学生视为殊荣的东西。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对现实的解释大大地改变了对现实的体验。关注压力的学生视学习为例行公事，错失了面前的所有机会；而将哈佛视为殊荣的学生似乎越来越出色。最初我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发现这一点的，但现在我越来越着迷于找出使那些有潜质的人树立积极心态而最后胜出的原因，尤其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同样，也要找出又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屈服于压力的人走向失败，或是羁绊在一个消极或平庸的位置上。

对我而言，哈佛永远是个神奇的地方，即使在这里待了12年后我依然这么认为。当我请得州的朋友们来参观时，他们觉得在大一新生食堂吃饭就像在《哈利·波特》神奇的魔法学校霍格沃兹一样。再加上美丽的建筑、丰富的资源，以及它提供的似乎无穷无尽的机会，朋友们经常在最后问我：“肖恩，你为什么要在哈佛浪费时间来研究积极情绪？说真的，哈佛学生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呢？”

在弥尔顿时代，哈佛有一条反映以宗教立校的箴言：真理，为了基督和教堂。多年后，这条箴言简化为一个词：真理。现在在哈佛有许多真理，其中之一就是：虽然哈佛拥有精良的设施、优秀的教师，以及来自全美（及全世界）最好和最聪明的学生，但它还是许多长期不快乐的年轻男女的家园。2004年，哈佛校报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哈佛学生在一学年中至少会有一次抑郁，几乎一半学生都遭遇过难以应对的抑郁情绪。

这种不快乐的蔓延并非哈佛独有。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10年1月发布的调查表明，只有45%的员工在工作中感到快乐，达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天，抑郁症患者的比例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10倍。不快乐的年龄门槛在逐年降低，这不仅发生在大学里，也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抑郁症的平均发病年龄从50年前的29.5岁下降到了14.5岁。既然朋友们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哈佛研究积极情绪，我就又把球踢给他们：“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始？”

于是我开始寻找那些百里挑一的学生——他们在幸福感、表现、成就、创造力、幽默、精力或适应力等方面均超出了平均水平。我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们比同龄人更优秀？是什么让他们与众不同？能否从他们的生活和经验中梳理出一定的模式，以此来帮助其他人在压力和消极情绪与日俱增的世界里获得更大的成功？结果证明，这些模式确实存在。

一项科学发现很大程度上与时机和运气有关系。我偶然地找到了三位导师——哈佛大学教授菲尔·斯通（Phil Stone）、埃伦·兰格（Ellen Langer）和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1)，他们都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先锋。传统心理学关注的是导致人们不快乐的因素，以及如何使他们恢复“正常”，而三位教授打破了这一模式，运用同样严谨的科学方法研究使人们发展和成功的因素——这也正是我想回答的问题。

从异常值中学习

图1-1看起来有些枯燥，但正是它使我每天早上醒来时劲头十足。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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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异常值



这是一幅散点图。每个点代表一个个体，每个轴代表一个变量。这个图可以描绘身高和体重的关系，精力和睡眠的关系，成功和积极情绪的关系，等等。研究者如果搜集到这样的数据，一定会感到很兴奋，因为图中明显存在一个趋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发表研究成果了，这一点在学术界相当重要。在曲线上方有一个奇怪的点，我们称为异常值。这不成问题，因为我们删掉它就可以了，很明显这是一个测量误差。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是因为它破坏了我们的数据。

在心理学、统计学或者经济学课上，学生们首先学到的就是如何“清理数据”。如果你更关心所研究内容的普遍趋势，那么异常值就会扰乱你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程序和统计包帮助高效率的研究者消除这些“问题”。当然，这并不是作弊。这些都是具有统计意义的必要过程。但如果研究者只对一般趋势感兴趣的话，那我不是其中一员。

理解人类行为的典型方法一直都是寻找平均水平的行为或者结果。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有误导的方法在行为科学领域制造出了我所谓的“平均迷信”。如果有人想知道：“儿童在课堂上学习阅读的速度有多快？”科学就会将问题变为：“儿童在课堂上学习阅读的平均速度有多快？”然后我们就忽略了那些读得快或读得慢的儿童，在课堂上根据平均水平来施教。这就是沙哈尔所称的“平均的错误”，也是传统心理学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如果我们只研究平均水平，那我们只能保持在平均水平上。”

传统心理学有意地忽略了异常值，因为它们不符合模型。而我所做的正好相反：不删掉这些异常值，而是从中学习——关注而非删除异常值，这个概念最初由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提出，他解释说有必要研究曲线的顶端。

诚然，许多心理学研究者不仅研究平均水平，而且关注低于平均水平的人。沙哈尔在《幸福的方法》一书中提到，这是传统心理学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当然，那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最需要帮助——赶走抑郁、酒精滥用或者长期压力，因而心理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研究如何帮助这些人康复。这样的工作虽然有价值，但它只反映了事物的一面。

你可以帮助一个人走出抑郁，却没有帮他积极起来；你可以治好一个人的焦虑，却没有教会他乐观；你可以让一个人重返工作，却无法提高其工作绩效。如果致力于减少不好的方面，你就只能达到平均水平，并彻底失去超越平庸的机会。

令人惊奇的是，截至1998年，心理学领域中消极现象和积极现象研究的比例是17:1，也就是说，每1项关于快乐和发展的研究背后，就有17项关于抑郁和疾病的研究。难怪我们对疾病和不幸了解得很多，而对积极的事情却知之甚少。

“你可以永远研究万有引力，而不学习如何飞翔。”

我不由得想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我曾应一所知名寄宿学校之邀，为该校的“健康周”做演讲。健康周的话题如下：星期一，进食障碍；星期二，抑郁；星期三，毒品和暴力；星期四，不安全性爱；星期五……天啊，这不是一个健康周，简直是一个疾病周！

这种关注消极现象的模式不仅盛行于学术领域和学校中，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新闻频道大部分时间都在播放事故、腐败、谋杀和毒品滥用等内容。这种模式促使我们的大脑相信，这一可悲的比例就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事件都是消极的。你听说过医学院综合征吗？在医学院就读的第一年里，学习某些疾病和症状时，很多学生会忽然认为自己患上了这些疾病。正如本书始终强调的，我们投入时间和心力的事物确实会变成我们的现实。

只研究人类经验的消极面是不健康的，从科学的角度看也是不负责任的。1998年，时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席的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2)宣布，到了转变心理学传统研究方法，开始更多关注积极一面的时候了。我们需要研究什么是有用的，而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有病的。于是，“积极心理学”诞生了！

更快乐，更成功

2006年，沙哈尔博士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首席助教，帮忙设计和教授一门叫“积极心理学”的课程。当时，我们俩都没什么名气，觉得只要有100名学生选修这门课，就已经很幸运了。

在接下来的两个学期里，将近1 200名哈佛本科生选修了这门课。这意味着，在世界上最挑剔的大学里，有近1/6的本科生听了幸福课。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来听课是因为他们渴望变得更幸福，并且不是在将来的某一时刻，而是在现在。他们来听这门课是因为他们拥有优势，却还是感到不满足。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学生的人生：一岁时，他们是穿着连体婴儿服的小宝宝，被认为“天生的哈佛料”；从上幼儿园小班起就名列前茅，然后一路都是百里挑一的资优生。他们不断赢得奖学金，打破纪录。这种高成就不仅是被鼓励出来的，更多的是被期待出来的。我认识一个哈佛学生，他妈妈把他所有手写的练习本和画在餐具垫上的作品都保留了下来，因为“有一天这些会陈列在博物馆里”。

他们进入哈佛后，在开学第一天自信地迈进霍格沃兹般的新生食堂时，便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总有50%的学生会位于平均水平之下。

我喜欢这样告诉我的学生：如果我的计算正确的话，99%的哈佛学生不会以前1%的成绩毕业。但是，他们认为这个玩笑一点儿也不好玩。

背负如此巨大的压力，这些孩子一旦失败就直接跌入低谷也就不足为奇了。

聪明人可能会做出最不聪明的事。在压力之下，这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愿意牺牲快乐来换取成功，正如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们接受的是这样的教导：如果努力，就会成功；只有成功，你才会快乐；只有变成投资公司的合伙人，获得诺贝尔奖，或者进入国会，才能得到快乐。

但实际上，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事实正好相反：当我们更快乐、更积极时，我们会变得更成功。例如：具有积极情绪的医生，他们做出的明智且富有创造性的诊断几乎是具有中性情绪医生的三倍，而且他们做出准确诊断的速度要比后者快19%；乐观销售员的业绩要比悲观的同行高出56%；在考试前心情愉快的学生的成绩要远远高于心情一般的学生。这些结果表明，我们的大脑表现最好的时刻绝不是消极悲观或心如止水的时候，而是被积极情绪包围时。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我们常常牺牲快乐来换取成功，结果却降低了成功的概率。野心勃勃的生活让我们压力倍增，深陷不惜代价获得成功的泥沼。

激发职场潜能的7大法则

对积极心理学领域的成果了解得越多，就越会发现，获得高成就的最快途径不是一门心思地工作，激励员工的最佳方式不是制定严厉的规则，更不是营造一个充满压力和恐惧的环境。幸运的是，我可以在我的学生身上检验这些观点。

作为大一新生的辅导员，十几年来我有幸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习惯和烦恼，我可以阅读所有学生的录取档案，查看录取委员会的评价，观察学生在学业和社交方面取得的进步，了解他们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作为16门课程的助教，我也可以收集到他们大部分人的课堂成绩。为了了解学生在考试和成绩单之外的东西，我还将星巴克作为我的“咖啡办公室”，与学生见面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

然后我记录了这些观察，并用来设计和开展了一项包含1 600个高成就本科生的实证研究，这也是哈佛最大的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项目之一。究竟是什么使一些人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表现优秀并胜出，而又是什么使一些人碌碌无为，永远也没有成为他们本可能成为的样子？相信我所发现的，以及你将要读到的内容，不仅对哈佛大学生，而且对所有职场人都会有所启示。

通过搜集和分析大量数据，我总结出了7个具体、可行、可靠的法则，它们不仅可以预测，更能帮助大家获取成功和成就。

这7个法则帮助哈佛学生及成千上万现实世界的人们克服了阻碍，改掉了坏习惯，变得更有效率和创造力，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机会，实现最具野心的目标，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

虽然我很喜欢做与学生相关的工作，但我真正想做的是看看这些法则在现实世界里是否也能带来积极情绪和成功。为了在学术界和企业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我在2003年成立了一家名叫Aspirant的小型咨询公司，在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里传播和检验这一研究成果。

不久之后，全球经济开始崩溃。


发现2：
转变工作理念是核心

积极特质能为组织与个人带来变革：能将组织的生产力平均提高31%，将销售人员的销售额平均提高37%，将医生的正确诊疗率平均提高19%，将CEO的效率平均提高15%，将企业的客户满意度平均提高12%，使最积极的保险业务员和最消极的同行之间的业绩相差88%。




2008年秋，当飞机掠过津巴布韦的稀树草原时，我忽然开始感到紧张：在一个刚刚遭遇了金融系统彻底崩溃的国家里，我怎么能给这里的人做一场关于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报告呢？当天晚餐时，一个人问我：“肖恩，你认识多少亿万富翁？”我开玩笑地回答说几乎没有。他转身问大家：“在座的亿万富翁请举手。”晚餐桌上所有人都举起了手。看到我震惊的反应后，另一个人解释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我刚花了1万亿津巴布韦币买了家巧克力店。”

津巴布韦刚刚经历了货币系统的彻底崩溃，所有金融机构都在努力求生存，国家甚至一度转向了实物交易。在接二连三的危机冲击下，我担心没人会听我研究的东西。但令我惊讶的是，人们比以往更热切地想听到这些法则背后的研究。他们希望在这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中恢复元气，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套全新的工具来实现目标。

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方式

当我发现无论经济是繁荣还是衰退，积极心理学的7条法则都可以神奇地应用于工作领域时，经济崩溃也正将人们对积极情绪的需求变为现实。这些法则不仅能帮助商业人士和专业人士保持幸福感，还能帮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活力和创造力。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许多曾经战无不胜的企业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一年之内，我走进了五大洲40个国家的企业中做演讲，我发现这些法则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都适用。对我这样一个出门次数不多的人而言，能与全球这么多人相遇实在荣幸，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关于积极情绪、困难和活力的故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经济危机期间我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对于积极情绪的学习要比我12年的封闭学习收获更多。本书正是关于这些经历和研究的成果。从华尔街的交易员到坦桑尼亚的中小学教师，再到罗马的销售员，他们都可以使用这些经历过危机考验的法则来推动自己前进。

2008年10月，我应邀到美国运通公司为副总裁们做演讲。那时美国国际集团刚刚受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雷曼兄弟公司刚刚破产，道琼斯指数位于历史低点。因此当我走进运通公司的会议室时，气氛严肃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面容苍白的高级主管们疲倦地望着我，通常在这类讲座开始时，他们的黑莓手机都会响个不停，而这次却出奇地安静。就在我演讲前的半小时，公司刚刚宣布大量裁员、领导层重组以及被一家银行收购的消息。我当时心想，这些听众是听不进去我的报告了。

就像在津巴布韦一样，我认为一群心烦意乱的人最不乐意听到的就是积极心理学。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我遇到的最投入、认同度最高的群体之一。90分钟的报告延长至大约3个小时，主管们纷纷取消了预约，推迟了其他会议。就像来上哈佛幸福课的上千名学生一样，这些精明能干的商业人士也急于想了解这门新的科学，以及它如何为他们的工作和事业带来成功。

由于全球最大的几家银行率先遭受经济衰退的重创，因此它们也是积极心理学的最早践行者。我开始为全球最大（受冲击最强）的金融机构的高级领导人、管理层和CEO讲授本书中提及的这些法则。随后我的听众范围扩大至遭受经济危机重创的其他行业中的所有人和公司。这不是一个快乐的时期，这些人也不是快乐的听众。但是我发现，不管人们身处哪个行业、哪家公司，或者在公司中的地位如何，他们都愿意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利用积极心理学来重新思考他们的工作方式。

积极的工作理念带来的巨大变革

与此同时，我的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同事们完成了一项“元分析”，这项研究几乎涵盖了现有的所有关于积极性的科学研究，涉及全球275 000人、200多项子课题。研究结果证明，在工作、健康、友谊、社交、创造力和活力等几乎所有方面，积极性都可以带来成功。这鼓励我把这些法则应用到更多人身上。

例如，税务审计师一般都不怎么快乐。于是2008年12月，在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入几十年来压力最大的税收季前，我给他们的250名管理人员进行了3个小时的积极心理学培训。实验表明，这些法则确实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发挥了作用，相比没有接受培训的控制组而言，参加培训的审计人员自我报告的压力分数要低很多。

在瑞银集团、瑞士信贷集团、摩根士丹利公司和其他许多处于困境中的大公司，培训都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在这次大萧条中，这些公司都在勒紧裤腰带，努力求生存，但他们还是为我的培训留出了预算。这些公司的领导层意识到，要帮助他们的公司在困境中崛起，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能力。

不久，法学院和法律事务所也来敲门了。研究人员发现，律师患抑郁症的概率要比职场人群的平均水平高出3倍多。学法律的学生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有几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宁愿在狭小的教育学院图书馆里学习，也不愿意和其他法学院的学生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因为即使没有人开口说话，压力也会像二手烟一样在空气中弥漫。

为了改善这令人苦恼的现状，我为全美律师和法律专业的学生讲授了这7条法则。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利用积极思维获得竞争优势，如何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以消除焦虑，以及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消极气氛的影响，效果立竿见影。他们即使承受着沉重的学业压力，背负着不现实的期望，也能利用“积极特质”减少压力，并在学术生涯和专业领域里获得更大的成就。

虽然积极心理学的成果相当丰富，但鲜为人知。读研究生时，沙哈尔告诉我，每篇学术文章的读者大约只有7个人，其中有一人还是研究者的妈妈。这可真是讽刺。

而在商业和专业领域里，了解积极心理学开创性成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些承受着超负荷压力的律师没有意识到，已经有具体的技巧可以使他们避开这一职业的风险；老城区学校的老师不了解，有研究已经甄别出成功教学的两种最好方法；而《财富》500强企业仍在使用的激励计划，早被前辈们证明是低效的。

如果一项研究让CEO们的效率提高了15%，让经理们把客户满意度提高了12%，那么该领域的人就应该知道这项研究，这样你才会确切地知道，如何利用积极心理学的7条法则，为你的事业和工作赢得竞争优势。

基于积极心理学20年间的革命性发现，以及我的进一步实践研究，这7个法则均得到了现实的检验和修订。实际上，这7个法则是一套工具，不论职业或职位如何，所有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以取得更多成就。最妙的是它们不仅可以在处理一项具体事务中发挥作用，还可以帮助你克服困难，改掉坏习惯，变得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最大限度地把握机会，帮你实现最具野心的目标。

而有些事情是这7个法则做不到的。它们不会让你戴上一张快乐的面具，利用“积极思维”幻想问题消失，或者假装问题不存在。在这里，我不是要告诉你所有事情都会美好而顺利，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这种观点绝对是骗人的。我曾经听到一家大型财务机构的高级主管抱怨：“现在是下午1点，我今天听到‘公司已渡过难关’这句话至少6次了。如果我们已经渡过6次难关了，我真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哪里。”

本书的出发点与此不同。积极特质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待现在，同时为了未来，最大化激发我们的潜能。积极特质是学习培养能激发更大成功和自我实现的心态和行为，它是一种工作理念。


发现3：
可习得的积极优势

研究证明，我们有许多方法能永久性地提升幸福基准线，获得更积极的心态。发现积极优势的7条法则，能让我们变得更快乐，让压抑和消极的大脑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为所有付出努力的人带来竞争优势。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谜题：

假设，你很不幸地被关在一个钛金属笼子里。为了生存下去，你必须每小时吃掉240个非常小的饭团。但是，这些饭团被放在笼子外一些非常小的洞里，起初要花30秒钟才能取到1个饭团。如果你不能更快地完成这项任务，就只能吃个半饱，这时你该怎么办？

答案是：扩大你大脑中负责该任务的脑区，然后你可以更快地拿到饭团。

不可能？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实际上这个谜题来自神经科学领域一个著名的研究，只不过实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松鼠猴。虽然洞口在逐渐变小，但在500次实验后，这些猴子变得非常熟练。我们都知道“熟能生巧”，但真正有趣的是，当猴子们越来越快地取回食物时，研究人员看到了猴子大脑发生的变化。

当猴子一次又一次地取回食物时，研究人员利用植入性电极发现，由该任务所激活的那部分大脑皮层已经扩大了好几倍。而这一过程并没有经过许多代的进化，仅仅用了几个月。

好的，你也许会说，这是对松鼠猴的实验，而大部分时候我们不会在组织中雇用一只猴子。但是最近的神经科学前沿成果表明，这一过程同样会发生在人身上。

“我注定不快乐。”“你不可能教会一只老狗新把戏。”“有些人生来就愤世嫉俗，永远也不会改变。”“女人不擅长数学。”“我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她生来就是运动健将。”我们常以为我们的潜能在生物层面上是固定的，大脑一旦成熟，试图去改变它就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做出持续的积极变化，本书就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它对那些已经具有积极心态和成功的人来说，是一个亲切的鼓励，而对其他人则没有任何用处。如果我们无法真正变得更具积极特质，那么发现积极情绪可以激发成功又有什么益处呢？

基因决定论是现代文明中最有害的理论之一。为了解释这一点，让我带你返回非洲。

我们能有多大的改变

在古埃及，雕刻和文字记载了一种神秘的动物，一半像斑马，一半像长颈鹿。当19世纪的英国商人发现这些雕刻时，他们将这种动物称为“非洲独角兽”，并认为这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动物，从生物学上讲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刚果河流域的土著人坚持说，他们确实曾在森林深处看见过这种动物。即使没有现代基因学的帮助，英国探险家也知道这很荒唐。长颈鹿不会同斑马交配，当然也生不出后代。许多年来，西方生物学家一直在嘲笑这些土著人的无知和迷信。

1901年，勇敢无畏的哈利·约翰斯顿爵士（Sir Harry Johnston）遇到一群被德国探险家绑架的侏儒土著人，约翰斯顿对这种暴行感到惊骇的同时，支付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费用换得土著人的自由。出于感激，获得自由的土著人赠予了他一些据称是“非洲独角兽”的皮毛和头骨。当他把这些皮毛和头骨带回欧洲后，人们认为他很可笑。但约翰斯顿声称，虽然他没有亲自看见过独角兽，但他的确见到过它的足迹。

1918年，一只活的㺢㹢狓，也就是“非洲独角兽”，在原始森林里被捕获。10年后，第一只㺢㹢狓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市成功交配。今天，“神秘的”㺢㹢狓已经一点儿也不神秘了，在全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里都可以见到它，你也可以从网络上看到这种神奇的生物。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术界普遍认为，我们成年后的大脑已固定下来，不再改变了。

而若干年后，科学家们发现了思想可以改变大脑结构的线索，这次不是在㺢㹢狓的头骨中发现的，而是在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头骨内。研究人员研究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发现了一些以前不可想象的东西。出租车司机大脑中的海马明显要比普通人的大，而这一大脑结构是专门负责空间记忆的。

为什么会这样？为了获得答案，我找到了一位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他向我解释说，伦敦的街道不同于曼哈顿或者华盛顿那样棋盘式的布局，在伦敦开车就像在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里兜圈，这需要司机拥有一个庞大的内部空间地图。在取得执照开上伦敦著名的黑色出租车之前，司机们必须参加一项名为“知识测验”的领航考试，这个考试很难。

但谁关心这个呢？尽管更大的海马不会让你感到兴奋，但这个事实迫使科学家们承认：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改变大脑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大脑扫描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精确，这类证据也越来越多。

改变大脑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却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旦发现大脑具有这样的可塑性，我们在智力和个人成长方面的潜能就忽然变得值得期待了。正如后文中所要讲到的，研究已经发现有许多方法可以重塑我们的大脑，能使其变得更积极、更有创意、更具活力和效率，并使你在看待周围世界时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确实，如果思想、日常活动和行为能改变我们的大脑，那么问题就从“改变是否可能？”变成了“能有多大的改变？”

微小的干预能产生恒久真实的变化

一个人最多能记住多少数字？人可以长到多高？一个人能赚多少钱？人能活多久？吉尼斯世界纪录列出了许多伟大的纪录，但这是一个僵化的纪录，它只说出了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没有讲明未来还有多少可能。因此它必须被不断更新，纪录永远都在被打破，所以永远都是过时的。

20世纪50年代，经过对人体物理特征的严格测试和数学计算，专家们得出结论：人不可能在4分钟之内跑完1.6公里。然而，1954年英国中长跑运动员罗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跑出了3分59秒4的成绩。此后，每年都有一些运动员的最好成绩达到4分钟以内，且一次比一次快。人类跑完1.6公里的最短时间到底是多少？或者人类究竟能多快地游完100米或跑完马拉松？老实说，我们不知道。这就是每届奥运会上我们都屏住呼吸，期待诞生新纪录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人类潜能的极限，同样，我们也不知道大脑为了成长和适应变化而拥有的潜能极限，但我们知道：这种变化是可能的。

如果变化是可能的，那么自然会产生以下疑问：这种变化会持续多久？能够利用这些法则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真正、持久的变化吗？是的。正如你将在本书第二部分读到的那样，研究证明，我们有许多方法能永久性地提升幸福基准线，获得更积极的心态。既然本书是关于积极优势的，自然会提供这类方法，让人们变得更具积极心态，让悲观者变成乐天派，让压抑和消极的大脑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为所有付出努力的人带来竞争优势。

我的亲身实践证实了积极心理学持久的有效性。如前文所述，毕马威培训一周后的测验显示，实践7条法则后，员工们感到压力明显减小，他们比以前更积极、更乐观。可一旦“蜜月效应”消失后，这些法则还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吗？或者一旦工作压力增大，他们是否又会回到原来的老习惯上？为了回答这一问题，4个月后我重访了毕马威。不可思议的是，该研究的积极效应依然存在。由于经济开始从2008年的低点缓慢回升，控制组成员的精神状态略有好转，然而，那些之前参加过培训的管理人员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明显更高，工作效率明显更高，压力明显更少。更重要的是，统计分析表明，这些积极效应正是源于那次培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微小的积极干预在工作中产生的恒久变化。

我曾经与一位睡眠专家聊天，他的数据研究表明，睡得越多，越显年轻。“那你一定每天睡23个小时了。”我开玩笑说。“肖恩，我是一个研究睡眠的人。我通宵看别人睡觉。我从来不睡。”他透露了年龄后，我才发现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拥有知识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的行为，更不足以创造真正持久的变化。

2009年夏天，我发现自己正陷入这一陷阱。我一个月内飞越了好几次大西洋，没有给朋友和家人打一个电话，结果我感到不堪重负。简而言之，我一直倡导的积极情绪之道与我的行为背道而驰。从苏黎世到波士顿10个小时的航程最终压断了骆驼的后背。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后背和腿部的突发剧痛让我被乘务员匆忙送进急救室，并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结果，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都只能躺在床上或者地板上。在治疗期间，我不能再旅行或者继续我的研究，被迫减慢节奏，并真的把这些法则付诸实践。我最终看到我都错失了什么。这些法则在我发生个人危机时为我带来了变化，就像它们为经济危机中的员工带来变化一样。我将永远感激那几个月，因为它给了我时间，让我实践自己一直宣传的东西，它使我的心态和行为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只阅读本书是不够的。把这些法则付诸实践需要实际的投入和努力，只有那样回报才会开始涌现。好消息是：这种回报确实是巨大的。与其他励志书不同的是，本书中提及的每一条法则都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上，且经过多重检验，并被证明是有效的。另外，尽管科学总是让人激动万分，但常常不为人所知，付诸实践就更别提了。我写本书的目标就是要在这道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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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测　关于如何发现你的积极优势，你了解多少？

3．以下哪种观点有利于激发职场潜能？

A．用“关键20秒”培养好习惯

B．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人脉这种虚无的事情上

C．时刻保持乐观主义

D．消极情绪的比例大于积极情绪的比例

4．以下哪种做法无法帮助我们提升积极水平？

A．保持期待

B．有意行善

C．练习一项优势

D．维持规律的饮食


法则1：
用适当的积极和消极比提升绩效

心理学家对高绩效团队和低绩效团队长达10年的研究发现：对一个成功的团队来说，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




没有人过来和我交谈。还有几分钟我就要给韩国三星公司的高管们讲积极情绪和绩效的惊人关系了，现在正等着人力资源经理把我介绍给大家。通常，我很喜欢在演讲前这短暂的间歇结识大家，但是今天所有经理都目光空洞地盯着前方，而完全不理会我一再发出的交谈暗示，于是我只好灰溜溜地假装摆弄我的幻灯片。终于，有人走进了房间，自我介绍他叫布莱恩，是集团的领导人。这时我才知道，这次演讲的策划者忘了提醒我一个小小的细节：没有人会讲英语。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接受着这样的教育：如果努力，我们就会成功；只有成功，我们才会快乐。如今，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让我们了解到，真理正好相反。当我们快乐时，心态和情绪是积极的，我们会更加聪明，更有动力，也更加成功。积极心态才是中心，成功围着它转。

但许多企业及其领导人仍然固执地相信，现在拼命干，努力工作，我们就会成功，会在遥远的未来收获快乐。当我们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工作时，快乐要么是不相关的，要么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要么是一生辛劳后赢得的奖励。有人甚至把它看作一个不足，把快乐看成是还不够努力的迹象。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当听信这一误导时，我们不仅破坏了心中怀有的那份幸福感，还丧失了取得成功和成就的机会。

那些最成功的人，那些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并不把快乐看作一种在未来才能得到的奖赏，也不会整天拼命干活，让自己陷入麻木或不停的抱怨中，他们能充分利用积极心态，在每一回合都会有所斩获。“法则1”将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为什么这么做会有效，以及如何让你自己也能有所收获。积极特质也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告诉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成功围绕着积极特质转。

可是，到底什么才是积极特质呢？再回到三星公司的案例，也许我们能发现些什么。

那天，三星公司平时雇用的翻译因病不能到场，换上了布莱恩顶替。快要开始时，他倾过身来悄悄对我说：“我的英语不怎么好。”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每讲一分钟就停下来转向我的“翻译”。不知道他翻译得有多准确，但我知道他的确抓住了我讲的笑话的精髓。由于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我决定换个方式，鼓励高管们互相讨论。“为了研究积极情绪如何影响绩效，”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定义。因此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快乐？”我正为最后的这个小练习自鸣得意，并等着布莱恩翻译给大家时，他的样子却显得很迷惑，他倾身过来，紧张地问我：“你不知道快乐是什么吗？”

我一下愣住了：“我知道，但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快乐的定义。”

他捂住麦克风，又一次靠过来，很明显他正努力不让我感到尴尬。“我可以上谷歌帮你搜搜。”

积极情绪是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我很感激他的提议，但即使是无所不知的谷歌也给不出这个问题确切的答案。每个人的体验不同，因此快乐的定义绝不只有一个。这就是科学家们将之称为“主观幸福感”的原因，因为快乐基于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实际上，你有多快乐的最佳裁判就是你自己。因此快乐的实证研究必须依赖于个体的自我报告。幸运的是，经过对全世界上百万人的测验和精心修编，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套自我报告的标准，可以准确而可靠地测量个体的快乐。

那么科学家们是如何定义快乐的呢？从本质上讲，快乐是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除了愉悦，还包括深刻的意义感和目的感，它包含着对当下的积极心态和对未来的积极展望。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把快乐分为三个可测量的部分：愉悦、投入和意义。他的研究证实：那些只追求愉悦的人只能体验到快乐带来的部分好处，而同时追求这三个部分的人才可能过上最充实的生活。或许描述快乐最精确的词语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eudemonia）一词，它不单指人类的“快乐”，还指“繁盛”（human flourishing）。这一定义深深地触动了我，因为它承认快乐不只是灿烂的笑脸和彩虹。对我而言，快乐更是我们努力发挥潜能时体会到的无上喜悦。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把快乐分为三个可测量的部分：愉悦、投入和意义。他的研究证实：那些只追求愉悦的人只能体验到快乐带来的部分好处，而同时追求这三个部分的人才可能过上最充实的生活。


快乐首先是一种感受，它的发动机是积极的情绪。实际上，相比“快乐”一词的模糊且难以衡量，一些研究者更多采用“积极情绪”或“积极心态”这类词。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者，也是这一课题的世界顶级专家。她描述了10种最常见的积极情绪：“喜悦、感激、宁静、兴趣、希望、自豪、逗趣、激励、敬佩和爱”(3)。相比灿烂的笑脸，这是更为丰富的描绘。在本书中，你会发现积极情绪、积极心态、快乐这些词是交替使用的，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对这种感觉的不懈追求是我们独特人性的一部分。作家和哲学家们用无数著作说明了这一点，而他们远比我更有说服力。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涉及200多个子课题、275 000名被试的积极情绪研究分析发现，几乎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婚姻、健康、友谊、团体活动、创造力，尤其是工作和事业中，积极情绪都会带来成功。有充分的数据表明：有积极特质的员工效率更高，销售额更多，在领导岗位上表现更好，会得到更高的绩效评价和更多的薪酬；他们也有更多的职业安全感，不易生病、辞职或者疲惫不堪。有积极特质的CEO更容易带出快乐而健康的团队，他们也更容易产生高绩效。要列出积极情绪在职场中的好处，我们恐怕永远也写不完。

“积极情绪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感觉，也是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也许会想：人们之所以快乐，或许是因为他们效率较高，能赚较多的钱。那么，到底谁是鸡，谁是蛋？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快乐在先，还是成功在先？

如果快乐是成功的最终结果，那么公司和学校中盛行的信条就是正确的：除了效率和绩效之外，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浮云，先要成功，再谈快乐。看来，必须请出积极心理学的有力证据戳穿这一理论了。

要想回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心理学家们的方式就是长期追踪！有一项研究首先测量了272名员工的初始情绪水平，然后在接下来的18个月追踪记录他们的工作绩效。研究发现，排除了一切无关因素后，那些一开始就更具积极心态的员工最后获得了更好的评价和更高的薪酬。另一项研究发现，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积极情绪水平甚至能够预测他们19年后的收入，不管他们最初的财富水平如何。

关于积极心态最著名的追踪研究来自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天主教修女的旧日记。这180位修女来自巴黎圣母院的修女学校，她们都出生于1917年之前，每天都要以自传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想法。50多年后，一群聪明的研究人员对日记中的情绪内容进行了编码，他们想知道，修女们20多岁时的情绪水平是否能够预测她们余生的生活质量？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日记里表现出更具积极心态的修女差不多多活了10年。到85岁时，25%最具积极心态的修女中有90%仍然健在，相比而言，25%积极情绪水平最低的修女中只有34%还在世。很明显，修女们20多岁时体会的积极心态并不是来自她们对长寿的未卜先知，她们的健康长寿是积极心态的结果，而不是积极心态的原因。

由此，我们得到了另一条线索：积极心态能够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而健康的员工在工作中更有效率与创造力。相信听到这一消息，企业关心员工积极心态的动力又多了一分。研究表明，消极悲观的员工会请更多病假，平均每个月在家里多待1.25天，每年多请15天病假。有一项听起来就不舒服的研究，绝对能说服你承认积极情绪是健康的原因。在研究开始前，每位被试都接受了积极情绪水平的测量，随后工作人员为他们注射了一种感冒病毒。一星期后的追踪调查显示，那些一开始就更具积极心态的人更好地战胜了病毒。他们不仅感觉更好，根据医生诊断，他们也表现出更少的临床症状——打喷嚏、咳嗽、发炎和充血的现象都较少。这意味着如果采取措施来营造一个积极正向的工作环境，那么企业不仅会拥有更具创造力和效率更高的员工，缺勤率和医疗支出也会更少。

心理学家们早就认识到，消极情绪会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范围变狭窄，因为在史前时代，如果一只剑齿虎追着你跑，恐惧和紧张的情绪会帮你释放出化学物质，要么让你和剑齿虎分个高下（效果也许不会很好），要么让你拼命逃跑（这场竞赛你也未必能赢）。然而，相比什么都不做，坐等着被当成点心，这是两种更好的选择。那么积极情绪有什么进化意义呢？直到最近，科学家们仍在说，积极情绪仅仅使我们感觉更好，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幸运的是，近20年来的大量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进化意义，芭芭拉称之为“扩展和建构理论”。消极情绪使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搏斗或者逃跑两种选择上，而积极情绪则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使我们更善于思考，更有创意，产生更多新点子。即使是实验室中制造出的“有趣”和“满足感”，也能让人产生更开阔的思维和观念。当积极情绪以这种方式拓展我们的认知和行动范围时，它不仅能使我们更有创造力，还能帮我们构建更多智力、社交和健康的资源，而这些都是我们将来可以依靠的东西。

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拓展效应”确实可以带给我们生物学层面的竞争优势。积极情绪会使我们的大脑充满多巴胺和血清素，这两种化学物质不仅使我们感觉良好，而且能提升大脑学习中枢的激活水平。积极情绪还能帮助我们组织新信息，使信息在大脑中储存的时间更久，提取信息速度更快。积极情绪还能使我们产生和保持更多的神经联结，使我们更快速、更有创意地思考，在进行复杂的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运用更多的技巧，发现新的处理方式。


积极优势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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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的大量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进化意义，芭芭拉称之为“扩展和建构理论”。消极情绪使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搏斗或者逃跑两种选择上，而积极情绪则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使我们更善于思考，更有创意，产生更多新点子。


感到快乐时，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周围更多的东西。多伦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的心情真的可以改变视觉皮层加工信息的方式。在这一研究中，被试被诱发出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然后观看一组图片。那些被诱发出消极情绪的人没有看到图片上的所有内容，还漏掉了一些背景中的关键部分；而那些拥有积极情绪的被试看到了所有图画。通过眼动跟踪实验，我们同样发现：积极情绪确实扩展了我们的视野。

想一想所有这些积极特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的好处吧。谁不想看到独特的解决方案，发现新的机会，并在他人的建议之上提出更高的见解呢？在如今的创新型知识经济下，不论哪一行业的哪家企业，获得成功都要依靠创意和新颖的问题解决方案。比如，默克集团的科研人员在研究非那司提（Finasteride）的药物效果时，本来是想寻找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办法。但在试验过程中，他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副作用：被试的头发重新长了出来。默克公司的研究人员看到了隐藏在这个出乎预料的副作用背后、可带来上亿美元利润的产品，于是保法止（Propecia）(4)诞生了。

以下实践说明，乐趣不仅能带来积极情绪，还能带来现实的好处。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积极优势”是雅虎公司设置内部按摩室的原因，也是谷歌公司鼓励工程师带宠物来办公的原因。这些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小伎俩。聪明的公司营造出这种工作氛围，员工每体验到一次小小的快乐，就会迸发出更多的创造和创新，并发现有可能错过的解决方案。维珍（Virgin）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说过：“相比于其他因素，乐趣是我们成功的秘诀。”


积极情绪在我们年幼时就能开拓我们的眼界和思维，使我们产生更多的办法和想法。在一个有趣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一些4岁的孩子完成一组学习任务，比如拼积木。第一组的指导语是中性的：“请尽可能快地把这些积木拼在一起。”在给第二组同样的指导语前，研究者先让他们回想一些快乐的事情。4岁的孩子很显然没有大量的快乐体验可供选择：他们不可能想到事业的成就、结婚庆典或者初吻。也许他们想到的只是午饭时吃的果冻。不过，这已经足够了。这些被诱发出快乐情绪的孩子的成绩明显好于其他孩子，他们更快地完成了任务，错误也更少。

让大脑产生积极思考的好处不会随着童年的结束就不见了。相反，研究发现，不管在学术界还是在企业界，同样的好处会伴随人们一生。比如，在考试前回忆快乐时光的学生，他们的成绩明显超过其他人。在进行商务谈判时，那些表达了更多积极情绪的人也更有效率，更成功。这些研究太有价值了！

在医学院，训练医生做出诊断的一种方法是通过角色扮演。他们被要求为假想的病人进行诊断，通常是通过阅读病人的临床症状和病史来做出诊断。这是一个要求创造力的技术活儿，因为误诊常来自思维的僵化，这种现象被称为“锚定”（anchoring）。当新信息与原有理论相矛盾时，医生也不能抛开原先的诊断（锚点），锚定就发生了。如果你看过热门美剧《豪斯医生》（House M. D.），就会意识到创造力在医学领域有多重要。曲折的剧情表现出豪斯医生要迅速从一种诊断转变为另一种诊断。那么，积极情绪是否会帮助医生做出更准确的诊断呢？三名研究人员决定把一群有经验的医生送回学校，给他们一系列症状进行分析。医生们被分成了三组：一组被诱发了积极情绪；一组是中性情绪，但是在实验前给他们阅读与医学相关的说明；一组是控制组，什么也没给。

“那些埋头苦干、等着以工作换快乐的人正将自己置于不利当中，而那些利用积极情绪的人早已遥遥领先了。”

该研究的目的不仅是想了解他们做出正确诊断的速度，还想看看他们如何避免锚定。

结果表明，积极情绪组的医生做出正确诊断的速度更快，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力。平均来讲，他们做出的正确诊断中只有20%用到了之前的病历，速度几乎是控制组的3倍，锚定的情况却不到控制组的3成。

不过，我最喜欢该实验的部分是医生的积极情绪是如何被诱发的——用糖果！使效率提高2倍，创意多出2倍的东西，既不是现金奖励或者升迁的承诺，也不是一个星期的休假，而只是开始任务前分到的一个糖果小礼物（为了确保升高的血糖不影响结果，他们甚至还没有吃）。这揭示了积极优势对行为的重要作用。

也许病人应该给医生提供棒棒糖，而不是倒过来。此外，如果一块糖果就能使医生更有效率，想象一下，如果医院管理层更多地关注员工满意度的话，那我们的医疗体系将变得多么富有朝气，多么高效，多么富有创造力啊。不难看出，此类关于积极情绪的研究对于我们如何管理医院，如何管理企业和学校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再小的积极情绪也能带来重要的竞争优势。”

积极情绪可以对抗压力和焦虑

布莱恩是美国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对于马上要做的报告，他感到非常紧张，这时他听到有人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4点钟的会议很重要，”他的老板提醒他，“你准备好了吗？这是大事。我们需要这个客户，可不要把它搞砸了，伙计。”当他的老板离去时，布莱恩顿时感到一股压力正穿透他的身体。尽管他已经准备得相当好了，可仍然感到非常紧张，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复述报告，卖力想象可能出错的地方，不断提醒自己如果公司失去这个客户该有多糟糕。

布莱恩不知道，他越是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糟糕结果上，他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虽然对许多顽固的商务人士来说，这似乎跟直觉不符，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布莱恩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赶紧找到积极情绪。

这样做有什么用呢？要知道，积极情绪除了能拓展我们的智力和创造力，还是应对紧张和焦虑的一剂速效药，心理学家称之为“抵消效应”（the undoing effect）。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试临时准备一个难度很大的演讲，并且告诉他们，演讲会被录下来并让他人评价。这引起了实验对象极大的焦虑，他们的心跳开始加速，血压开始升高，就和布莱恩报告前的感受一样。然后研究人员随机地分配他们观看四段不同的视频：两段可以诱发快乐和满足的感觉，一段是中性的，第四段是悲伤的。结果表明，被诱发出积极情绪的被试很快从紧张的身体反应中恢复了过来，快乐的影片不仅使他们感觉良好，而且抵消了紧张引起的身心反应。换言之，积极情绪不仅能拓展我们的认知能力，而且能对抗压力和焦虑，并相应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和发挥最好水平的能力。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积极情绪除了能拓展我们的智力和创造力，还是应对紧张和焦虑的一剂速效药，心理学家称之为“抵消效应”。


因此，布莱恩的老板如果不提醒他报告失败的高风险，而是强调一下积极的方面，说些鼓励的话，或者提醒他在谈判上的巨大优势，那样效果会更好。布莱恩自己也可以采取一些技巧来提升积极情绪并树立信心：想象自己的报告清晰而切题，回忆一次成功的业务经历，或者花一点时间做一些完全不相关却能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比如给朋友打个简短的电话，在线读一篇有趣的文章，看一个时长两分钟的脱口秀片段，再或者出去散会儿步。有些建议似乎过于简单，在严肃的工作环境中甚至显得很可笑，但是科学证明它们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不用才可笑。

积极是一种工作理念

很明显，对有些人来说，积极情绪说来就来。当我在一次培训中充分阐述了积极特质的巨大竞争力后，一位怒气冲冲的高管站起来说：“嗯，对拥有积极特质的人来说这太好了，肖恩，但我们剩下的人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想要那种竞争力。”他说得对。如果我们的幸福基准线是固定的，那么对那些积极倾向不太明显的人来说，目前的所有好消息都变成了坏消息。还好，事情不是这样的。记住，积极情绪不仅是一种心态，它更是一种工作理念。所有人都能获得积极心态带来的全部好处。

“每个人都有可以让自己微笑的一两种活动，不管这些活动多么简单与可笑，为了它们带来的好处，我们值得一试。”

本书中的每一个法则都阐明了对人类积极情绪最关键的东西，比如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以寻找机会的目光审视这个世界，培养乐观和感恩的心态，保持丰富的社会关系。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积极特质也蕴涵在那些微小的、随时随地的积极情绪中，它们可以使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满活力。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一小段幽默短片，与朋友的一次简短通话，甚至一个小小的糖果礼物就能在提高认知能力和绩效方面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如芭芭拉指出的那样，尽管做出重大改变并追求持久的积极情绪是人生的必需，但当我们深入观察这一过程时会发现，我们应该关注每一天的感受。

形成这种观念之后，接下来我会列出一些经证实确实有效的方法，它们不仅能快速提升积极情绪，改善我们的表现并专注于当下，而且一旦形成习惯，每种活动都可以帮助我们持久地提高幸福基准线。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积极情绪水平提升法。或许是听一首特别的曲子，与一个朋友聊天，打篮球，养只宠物狗，甚至是收拾厨房也可以。我的朋友艾比就从拖地的活动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研究者发现“个人与活动的匹配度”和活动本身一样重要，因此如果下面这些技巧没有引起你的共鸣，就不要强迫自己使用它，而应找出更适合自己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只是提升你的精神状态，使你拥有更积极的心态，这样你就能获得“积极优势”的所有好处。

冥想。神经学家发现，那些常年打坐冥想的僧人的左侧前额叶皮层（即大脑中负责感受快乐的部分）增大了。但是不要担心，你不必为了提升积极情绪水平而隐居、禁欲。每天只要花5分钟时间，留心你的一呼一吸就行了。冥想时，保持耐心最重要。一旦分神了，慢慢地把注意力带回来即可。冥想需要练习，但它是最有用的积极情绪水平提升法之一。研究表明，冥想后的几分钟内，我们会体验到宁静和满足感，专念（Mindfulness）和共情能力也会提高。研究甚至表明，有规律的冥想能永久改变大脑结构，从而提升积极情绪水平，降低压力，改善免疫功能。

期待。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只要想象一下看电影的情景就能提高27%的内啡肽水平。通常，一项活动最令人快乐的部分就是期待。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去旅行，甚至没时间和朋友们出去玩，那么把这些事情安排进日程表里，即使是一个月或一年后也可以。这样，当你需要提升积极情绪水平时，就用这件事来提醒自己。期待未来的奖赏能像实际获得的奖励一样激活大脑的快乐中枢。

有意行善。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不管是给予朋友还是陌生人的利他行为，都能降低压力，极大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5)是积极心理学的领先研究者，她在研究中发现，那些一天内做5件好事的人会感到更快乐，而且这种感觉在实验结束后的许多天里仍然持续。你自己可以实验一下，一周选择一天做5件善事，并要保证自己是有意去做的，事后还要说出来。（“噢，是的，我为那个走出银行的家伙开了门。这很不错。”）这些行为也不必有多伟大。我最喜欢做的好事之一是在公路收费站为我身后的人付费，只花2美元，就能对抗堵车引起的紧张情绪。

向你周围的环境注入积极情绪。我们在“法则2”中将会看到，客观环境能对我们的心态和幸福感产生巨大影响。虽然不可能完全控制环境，但我们可以做出具体努力，为环境注入积极情绪。将心爱之人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的人不仅仅是为了装饰，每次望向那个方向时，一定会产生一种积极情绪。挑一个好天气，抽时间到外面走走也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一项研究发现，在好天气里花20分钟出去走走不仅提升了积极情绪，而且拓展了思维，改善了工作记忆。聪明的老板会鼓励员工每天至少呼吸一次新鲜空气，这样团队绩效提高了，老板也可从中获益。

我们也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让消极情绪无处藏身。如果你看到股票行情就心烦意乱，那么就关掉电视。研究表明，我们看到的负面节目（尤其是暴力节目）越少，就越快乐。这并不意味着要与真实世界隔离，或者忽视问题的存在。心理学家发现，与每晚10点收看谋杀、事故、死亡等新闻的人相比，那些更少看电视的人对生活的风险和回报有更准确的判断。这是因为这些人较少接触被大肆渲染的信息，因而能更清楚地看清现实。

锻炼。也许你听说过，锻炼能使大脑释放出一种可引起愉悦感的化学物质——内啡肽，但这并不是锻炼唯一的好处。体育活动能通过多种方式来帮助提升情绪、提高绩效。比如可以提高动机和控制感，从而减轻压力和焦虑感，并帮我们产生“心流”（flow）体验，即那种我们在效率最高时体会到的、完全投入的感觉。一项研究证实了锻炼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

三组抑郁症患者采用三种不同的治疗手段：一组服用抗抑郁药物；一组每周锻炼三次，每次45分钟；一组既吃药又锻炼。4个月后，这三组患者均体验到相似的情绪改善。实验证明，锻炼与抗抑郁药同样有效。这很神奇，但故事还没有就此结束。

6个月后对这三组患者复发率的测试显示，在只服药的患者中，38%的人又回到抑郁状态；既吃药又锻炼的人稍微好一点，复发率是31%；而最令人震惊的是锻炼组：他们的复发率只有9%！

简而言之，身体活动不仅是一种强有力的情绪提升器，而且效果是长期的。散步、骑自行车、跑步、玩耍、伸个懒腰、跳绳、弹簧单高跷……只要是运动，什么形式都无所谓。

消费（但不是在物质上）。与“金钱能买到快乐”相反，只有用钱做些事情而不是简单地拥有时，金钱才能带来快乐。著名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6)解释说，我们从物质中得到的积极感受总是令人沮丧地稍纵即逝，然而把金钱花在体验上，尤其是与他人一起体验时，却能产生更有意义且更持久的积极情绪。有研究者采访了150多个人，以了解他们最近的消费状况，他们发现花在活动上的金钱，比如听音乐会、与朋友共进晚餐，要比买鞋子、电视或者名贵的手表带来的快乐更多。把金钱花在他人身上的行为，被称为“亲社会支出”，它会提升积极情绪水平。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分给46名学生每人20美元去消费，应实验要求把钱花在他人身上（比如请朋友吃饭，为妹妹买玩具，或者捐给慈善组织）的人，在一天结束时感受到了更多的快乐。

你的消费习惯是什么？在一张纸上画出两栏（或者花10分钟做一个漂亮的空白表格），然后记录接下来一个月的消费情况。月末回顾一下，看一看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想一想每次消费带给你的快乐以及快乐持续的时间。也许你很快就会发现，应该把金钱从“拥有的东西”一栏分配到“做的事情”一栏。


本月消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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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项优势。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事情，也许你擅长提出好建议，也许你与小孩子相处非常融洽，也许你会做好吃的蓝莓煎饼。不管什么技能，每当我们使用这种技能时，都会体验到积极情绪。如果你发现自己需要一个积极情绪水平提升器，那么请重新利用一下你好久没使用的一项才能吧。

不过，比使用一种技能更令人满足的是锻炼一种性格优势，即一种深深植根于真我内部的品质。最近，一个心理学团队对最有益于人类繁荣的24种跨文化性格优势进行了分类，并制订出一份调查问卷，可以鉴别出一个人拥有的前五项优势，即“突出”优势。(7)577名志愿者各自挑出一项“突出的”优势，并一周7天变着花样地尽情发挥此项优势，结果表明，相比控制组而言，他们明显变得更快乐、更少沮丧。并且这些好处是持久的，即使实验结束整整6个月后，他们的积极情绪水平仍然很高。

我的一项突出的优势是“热爱学习”，因此我找到了一些方式把学习融进枯燥的日常工作中。例如，由于工作原因，我一年有将近300天都在出差，长期的旅行生活对我的心理健康是一种重压。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很喜欢参观博物馆，但是，我常常抽不出时间。于是我决定，我每拜访一个新地方，都要了解当地一个历史事件。当我在几大洲间飞来飞去时，即使这样一个小小的认知练习，也对我的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做一下调查问卷找出你的突出优势吧，然后至少努力把其中一项优势融进每天的生活中。

“研究表明，你在日常生活中越多使用突出的优势，就会变得越快乐。”

当你把这些积极练习融入日常生活中，你不仅会感觉良好，而且提升后的积极情绪还能使你更高效、更有动力、更有创造力，为更大的成就发现更多机会。但是积极优势并没有就此结束，通过改变工作方式、领导方式，你能够带领整个团队与组织走向成功。

用积极优势领导团队

每个人都可以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中传递积极情绪的涟漪，但是我发现这对领导者来说尤其重要，主要原因有三点：

1．他们决定公司政策并塑造工作文化；

2．他们常常是员工们的榜样；

3．他们在组织中接触的人最多。

可悲的是，在现代职场中，领导者常常对“关注积极情绪能带来现实好处”的观点不屑一顾。老板和经理们更愿意褒奖那些工作时间最长、不请假不休假、也不“浪费”时间去社交的员工。很少有高管鼓励员工在工作时间外出锻炼或者抽空打个坐，也很少有领导允许员工一周内早退一天，去参与一些志愿者活动，即使研究已经证明，这些活动的投资回报率十分可观。

更错误的做法是，有些管理者甚至会阻止一些有益的活动，即使它们花不了多少时间。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承认，如果他们被一个网络视频逗得哈哈大笑，或者给5岁的儿子打个电话，或者在过道里给同事讲一个笑话时，老板恰好经过，他们会感到尴尬或者不好意思。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活动恰恰可以快速诱发积极情绪，提高工作绩效。那些阻止员工产生积极情绪的老板正处于双重不利之中，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非常消极的人。

“简而言之，以时间管理和效率的名义牺牲快乐会让我们前进的速度变得缓慢。”

好的领导者会利用积极优势激励团队，并最大化员工的潜能。让我们看看那些优秀的公司是如何实施的。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谷歌公司在走廊里放了几辆滑板车，在休息室里准备了一些视频游戏，在自助餐厅里还有美味大餐。美国著名户外用品公司巴塔哥尼亚的创始人制定了一项规定：“让我的人去冲浪。”他告诉员工，如果你的心情不好，那么从办公室的储藏室里拿出冲浪板去冲浪吧。(8)这些规定可以持续地产生巨大的红利。比如，美国康胜啤酒集团（Coors Brewing Company）报告说，公司在员工健身计划上每投资1美元，利润回报是6.15美元。当丰田公司北美零部件中心开展了一项根据员工特长定制的培训时，生产效率立即有了质的飞跃。而你不必像这些公司一样非得通过大手笔的改革才能利用积极优势。


你可以经常给予员工一点儿赏识和鼓励。研究表明，这样做的经理们发现其员工的生产率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而且不是小幅度的提高。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团队经理善于鼓舞人心，那么其团队的绩效要比由一个较消极、较少鼓励成员的领导带领的团队高出31%。实际上，当赏识是具体且因人而异时，它比金钱更能激励人。

“即使最微小的积极情绪，都能在工作环境中提高效率，提升动机、创造力和生产率。”

赏识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发一封表扬信，对出色完成任务表示感谢等。你也可以在这方面充分表现创意。我最喜欢的是一家丹麦公司实行的“流动大象”的例子。大象是个超过半米高的毛绒玩具，每个员工都可以将它传递给另一个人，作为模范行为的奖励。这种做法的好处不仅仅表现在传递和赞扬上，因为每个员工路过时都会注意到大象，然后会问：“嘿，你得到了大象，你做了什么事情？”这就意味着，好的事迹和最佳做法会被反复讲述好多遍。

奇普·康利（Chip Conley）是一家极其成功的精品连锁酒店的CEO，在每次高管会议结束时，他总会花点时间让一个人用一分钟谈谈公司里值得赏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高管，也可能是级别低很多的人，如业务员或者服务员。在这位高管谈完这个员工值得赏识的理由后，会议上的另一位高管将志愿去给这个员工打个电话、发封邮件或者亲自拜访他，告诉他，他的工作做得有多棒。这可不仅仅是一件好事，它带来的好处不可估量。被赏识的员工会感到非常高兴，推荐他的高管和表扬他的高管也是如此。其他人的情绪也会随之高涨，接下来他们也会留意其他员工的出色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下次会议中推荐。

与对员工“说什么”同样重要的是“如何说”。最好的领导者知道，用愤怒、消极的语气传达指令，会在任务开始前就妨碍员工的效率。耶鲁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说法。学生志愿者们被分组来完成商业任务，目标是为一个假想的公司赚钱。“经理”进来了，他其实是一名演员，他会用以下4种方式中的一种来布置任务，分别是“快乐而热情的”“平静而温暖的”“沮丧而呆滞的”“敌意而急躁的”。在这4组人中，你认为哪两组人不仅能够自身变得更积极，而且能比其他组更有效率，最终为公司赢得更多利润呢？

想想你经常使用这4种语气中的哪一种。也许你会感到惊讶，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传达的信息。记得我在一次演讲中，一位女士一直坐在听众席对我怒目而视。但演讲结束后，她亲自过来告诉我，她有多么喜欢这场报告。我感到很吃惊。我想平时她会向员工传递多少负面信息，而她甚至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下次当你与一位同事沟通或者当面听取汇报时，请努力用一种积极的语气和面部表情。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掩饰真实感受，或者挂上尴尬的笑容。

“当你真正能以积极的语气去讲话时，你的团队的绩效将因此而受益。”


法则2：
充分利用激发潜能的“阿基米德定律”

最大化潜能的力量基于两样东西：

1．杠杆长度：相信自己拥有的潜能和可能性；

2．支点的位置：改变心态，获得力量。

通过向积极心态移动支点，潜能杠杆的力量就会放大，我们就拥有了改变未来的可能。




就在我妹妹从床上摔下来的那天，我迷上了心理学。

当时我7岁，妹妹艾米比我小两岁，这意味着我想做什么她就必须做什么。那天，我想玩战争游戏，由我的特种部队对战妹妹的独角兽。

就在激战正酣之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嘭”一声，妹妹不见了。我急忙下床看看她怎么样了。

艾米跌在地板上，四肢着地。我看着她的脸，意识到一场号啕大哭即将来临，于是我做了当时那颗狂乱的小脑瓜所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艾米，等等！等等！你看见你是怎么落地的吗？没有人会四肢着地。你……你是一只独角兽。”

号啕大哭凝固在她嗓子眼儿里，她脸上露出迷惑的神情。到底是关注疼痛呢，还是为她独角兽的身份而兴奋呢，在她的眼睛里能看到这种冲突。而后者胜出了。一个微笑浮现在她脸上，她带着一只独角兽宝宝的所有优雅与自豪重新回到“战场”。

我和妹妹都不知道，在我们幼年时偶然发生的这件事，将成为20年后科学革命的先锋。

潜能的“阿基米德定律”

“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阿基米德说完这句话的2000多年后，当我坐在新生宿舍里观察学生们准备考试时，突然出现了“我发现了”的时刻：我们的大脑也能按照阿基米德定律来运作。

我们的大脑就像单一的处理器，只能利用有限的资源来体验世界。于是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运用这些有限的资源看到疼痛、消极、压力和不确定，要么运用这些资源透过感激、希望、活力、乐观和富有意义的镜头来看待事物。换句话说，我们当然不可能仅仅通过意志力改变现实，但我们能够利用大脑改变理解世界的方式，进而改变应对世界的方式。快乐不是对自己撒谎，或者对消极的一面视而不见，而是调整我们的大脑，以使我们看到超越的方法。

和阿基米德的杠杆与支点一样，最大化我们潜能的力量基于两样东西：1．杠杆长度：我们相信自己拥有的潜能和可能性；2．支点位置：改变心态，获得力量。

这就意味着，不管你是一个想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还是一位想获得更多薪酬的基层管理者，又或者是一位希望更好地激励学生的老师，你都不必为获得力量和达成结果而费那么大的劲儿。我们的潜能不是固定的，越移动支点（即心态），我们的杠杆就会变得越长，于是力量就越大。向积极心态移动支点，杠杆的力量就会放大——你可以撬动一切。

简而言之，通过改变心态这一支点，增加潜能这一杠杆的长度，我们可以改变未来的一切可能。

如果世界上有一件事是我们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时间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流动。然而兰格用“专念”研究证明，连这也是错的。

“决定我们取得成就大小的并不是地球的重量，而是我们的支点和杠杆。”

1979年，兰格为一群75岁的老人设计了一个为期一周的实验。这些人不知道实验的真正目的，只是被告知要去一个疗养中心住上一周，且不能带1959年之后的任何照片、报纸、杂志和书籍。

到达实验地点后，所有人被告知：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时间回到1959年，那时这些75岁的老人只有55岁。为了强化这一情节，他们的装扮和行为举止都要和55岁时一样。在这一周里，他们谈论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聊的都是那个年代的事儿。有些人以现在进行时的时态谈论他们原来的工作，好像从未退休一样。1959年的《生活》和《星期六晚邮报》摆放在咖啡桌上。一切都是他们55岁时看到的世界。

兰格是位另类的科学家。近40年来，她一直在以前无古人的方式挑战科学团体的预期。在这次实验中，她有一个相当激进的假设——她想证明“专念”对衰老的直接影响。兰格还认为，通过移动这些75岁老人的心态支点，从而影响他们的潜能杠杆，她能改变年龄的“客观”现实。

结果确实如此。在住进疗养中心之前，每位老人都进行了体检，特别是那些随年龄会逐渐衰退的指标：体力、仪态、知觉、认知能力和短时记忆力。疗养结束后，大部分人的所有方面都有所改善。他们明显变得更灵活，仪态更优雅，甚至连手的力量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的平均视力甚至提高了将近10%，记忆测试上的表现也是如此。一般认为人们的智力自青年期后就不再变化了，而他们中超过半数的人智力也有所提高。甚至外表也改变了，研究者随机找到了几位局外人，向他们展示了这些老人实验前后的照片，并猜测年龄，结果这些老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平均年轻了三岁。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都会变老，每一个懂点生理学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这一切都在改变，“专念”的力量可以塑造现实。

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外部“现实”远比我们认为的具有可塑性，它更多地依赖于我们看待它的双眼。

在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瑞银集团的会议室里，70名经理和CEO齐聚一堂等着听我的报告，我看着他们，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满腹狐疑地回看着我。当时集团正在经历大规模重组、裁员和法律纠纷，股票价格暴跌80%。我站在那里，要求房间里这些疲于作战的银行家们一遍又一遍地唱“划呀，划呀，划小船”（我记得向他们说明过，在自己的脑海中唱就可以了，而不用大声唱出来。有一次我在华尔街做报告时忘了这个细节，结果我很快就认识到了“五音不全”的真正定义）。

“有了专念，我们控制现实的力量以及得到的结果就会呈指数倍增长。”

我的指导语很简单：“闭上眼睛，开始在脑海中哼唱这首歌。当你唱完一遍时，重新再来一遍。就这样继续，直到我喊‘停’。”他们按照指导去做了，虽然偶尔有疑心较重的高管偷看我一眼，以确定我不是在捉弄他们或者暗中预谋电击。实际上，我正在紧盯着闹钟。最后，我告诉大家停下来，睁开眼睛，写下他们认为实验持续的时间。有人猜是2分钟，有人确定是4分钟，而一位女士猜的是45秒。房间里有70个人，我听到了70种不同的答案，从30秒到5分钟不等。所有的高管都确定自己的估算是正确的，然而，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这一次正好是7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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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念是积极心理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兰格经过大量研究证明，专念能够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能让我们更好地驾驭生活，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并让我们超越种种极限。兰格教授在她的成名作《专念》(9)一书中，详细解释了专念如何让一群老人年轻了20岁，让筋疲力尽的员工重振士气，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变得富有专念。


我在近40个国家做过这个实验，每次我都会听到数值变化范围很大的答案（上海的分歧最大：从20秒到7分钟）。对有些人来说，那好像是一眨眼的时间，对另一些人感觉却像是永远。由于心态不同，每个人对时间这一客观现实的体验也不同。那些觉得这首歌很愚蠢而无聊，极不耐烦地想重新回去工作的人，倾向于猜测更长的时间。而那些对报告倍感兴趣，很享受这一放松时刻的人倾向于猜测更短的时间。正如你玩得开心时，时光就在飞逝。

我喜欢这个实验。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心态不仅能改变我们对经验的感受，而且它实际上也改变了经验的客观结果。任何听过安慰剂效应的人都知道这种作用有多么强大。无数研究表明，给病人一颗糖丸并告诉他这有助于缓解某些症状时，通常都会起作用，有时和真的药物效果一样。《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安慰剂力量强大，甚至专家都感惊讶》的文章中，虚假的生发产品能让秃头长出头发，“假装手术”能使受伤膝盖的肿块消失。确实，关于安慰剂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疼痛方面，安慰剂与活性药物如阿司匹林和可待因相比，有效性可达活性药物的55%～66%。”这仅是心态的改变，例如相信他们真的吃了药，就足以强大到使客观症状消失。

还有一种反安慰剂效应，在许多方面甚至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一位日本研究者蒙上一群学生的眼睛，并告诉他们正在给他们的右胳膊擦一种有毒的常春藤汁。后来，参加实验的13个学生的右胳膊全都出现了常春藤常会引发的症状：发痒、发烫和红肿。而事实上，实验中使用的植物根本不是有毒的常春藤，只是一株无害的灌木。学生们的信念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毒的植物也带来了中毒的结果。

然后，研究者在学生的另一只胳膊上擦了真正有毒的常春藤汁，却告诉他们这是一种无害的植物。虽然这13名学生都是敏感体质，但只有两个人出现了中毒引起的疹子！

因此，我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相对知觉，或者说我们认为将会发生某事，真的能够影响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一个答案是大脑会按照我们对将要发生之事的预期来运转，心理学家称之为“期望理论”。神经科学家马塞尔·金斯波兰尼（Marcel Kinsbourne）博士解释说，我们的期望能创造出一种大脑模式，就如同真实世界创造的大脑模式一样真实。换句话说，对一件事情的期望激发了同一复杂的神经元，就好像这件事真实发生了一样，并在神经机制中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产生了许多躯体的后果。

在工作中，这意味着信念能切实改变我们努力和工作的具体结果。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是已经被许多严肃的科学研究所证实。

几年前，阿里·克拉姆（Ali Crum）与兰格共同做了一项实验，这次的研究对象是酒店的清洁工。他们告诉其中一半的清洁工，通过工作，这些清洁工每天得到了很多锻炼，日常活动帮这些清洁工燃烧了很多卡路里，清洁工作就像心脏锻炼，等等。而另一半清洁工作为控制组，没有得到这样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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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会按照我们对将要发生之事的预期来运转，心理学家称之为“期望理论”。神经科学家金斯波兰尼博士解释说，我们的期望能创造出一种大脑模式，就如同真实世界创造的大脑模式一样真实。换句话说，对一件事情的期望激发了同一复杂的神经元，就好像这件事真实发生了一样，并在神经机制中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产生了许多躯体的后果。在工作中，这意味着信念能切实改变我们努力和工作的具体结果。


几个星期后，克拉姆和兰格发现，那些被引导认为他们的工作是种锻炼的清洁工，实际体重下降了，不仅如此，他们的胆固醇含量也降低了。与控制组相比，这些人并没有做更多的工作，也没有做更多的锻炼。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大脑对待工作的看法。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值得再重复一次：与行为本身相比，我们对日常行为的心理定式更能决定我们的现实。

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时间的相对性，那么请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改变了看待工作时间的方式，你能够变得更有效率和创造力（更不要说快乐了）吗？以何种方式体验现实，取决于你把支点放在哪里，因此，这里的问题便不再是：“为什么一天只有24小时？”而是：“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对工作日的相对体验？”

成功者的心态不仅使他们更能忍耐工作日，而且使他们比拥有消极心态的同事工作时间更长、更努力和更快乐。从根本上讲，这些人利用他们的积极心态获得了对时间本身的控制（相对而言）。对他们来说，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只是一种客观的测量。他们利用与所有人同样的时间，利用他们的心态，变得更有效率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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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10)将“心流”定义为一种将精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心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

希斯赞特米哈伊认为，能包含心流的活动包含以下特征中的一种或多种。

1．是我们想从事的活动。2．我们能专注于这个活动。3．有明确的目标。4．有实时的反馈。5．对这项活动有掌控感。6．在从事活动时，我们的忧虑感消失。7．主观时间感改变，例如可以从事很长时间而感觉不到时间的消逝。


回想上次你被迫参加的冗长的会议（也许你不必向前追溯很远）。也许在会议前三分钟你就觉得，会上陈述的目标不可能达成，或者你压根不关心这些。接下来的那两个小时忽然变成巨大的时间浪费，对你的精力、创造力，或许还有动力都是一种损耗。但是如果你将会议看作一次机会并创建自己的目标，又会如何呢？如果你强迫自己在会议结束前学习三种新知识又会如何呢？如果你不能从会议的实际内容中学到东西（老实说，多数会议都不能为与会者提供有用的内容），那么可以再加些创意：你能从发言者那里学到如何做好（或搞砸）一场报告吗？你会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来陈述这一观点？从同事那里学到的处理困难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幻灯片最佳的背景颜色是什么？

再想想其他与会议一样乏味的日常任务，你肯定会发现，越认为它们单调乏味，它们就越发乏味透顶。在撰写“法则2”时，我发现自己的大脑差点陷入这个陷阱。我很喜欢在咖啡馆里阅读心理学书籍，然后与同事和学生一起讨论书中的观点。我的大脑认为这“很有意思”，这是“游戏时间”。但如果完成本书有一个最后期限，我需要为此而阅读，我的心态就忽然改变了。读书现在变成了“工作”，我的大脑正试图回避我平常热衷的事物。以前我完成得又快速又快乐的任务，现在却让我觉得举步维艰。

我意识到，到了移动支点的时候了。我对这份工作（乏味的劳动）的定义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并有意识地进行了改变（为了充实而阅读）。我也改变了描述这项活动使用的语句。在告诉一些朋友我是为了快乐而阅读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正是如此。

我对时间观念的改变，也被证明是有效的。沙哈尔指出，“最后期限”一词是你能想到的最消极的词。对我而言，当我不去注意时间限制，不只是想着什么时候“到期”，而去思考我从活动中获得的真正价值时，我对工作的热情就又重新焕发了。这也帮助我跳出了要好好“利用”我正在读的材料的顽固想法。当我们重新关注“手段”，而不仅仅关注“结局”时，我们的心态不仅带来了欢乐，而且带来了更好的结果（为了打消你的疑虑，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确实按时交稿了）。

正如我们对工作的看法会影响真实的经验一样，我们对休闲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认为自由时间、业余时间或者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是低效的，那么我们真的会使这些时间成为一种浪费。例如，我与之共事过的许多商界领袖和哈佛学子都表现出“工作狂”的种种病征。他们认为所有没有用于实际工作的时间都是效率的障碍，因此这些时间就真的被他们浪费掉了。正如马来西亚一家通信公司的CEO告诉我的：“我想变得更有创造力，那样我才快乐，因此我努力最大化我的工作时间。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对‘富有创造力’的定义太过狭隘了。每当做工作以外的事情时，我就会感到内疚。除了工作，似乎就没有其他活动是有创造力的，比如锻炼、与妻子共处或者放松等，因此我永远也没有时间去充电，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工作得越多，创造力就越低下。”

正如我们从“法则1”中了解到的，允许自己从事一些喜欢的活动实际上能大大提高我们在工作中的表现。但是，仅仅从事这些活动还不足以取得成果，就像对酒店清洁工来说，仅仅去行动而不思考从中得到的益处是不够的一样。当你的大脑认为家庭聚餐、数独游戏、踢足球或者给朋友打电话是浪费时间，你就无法获得活动带来的真正好处。但是如果你改变支点，把这样的自由时间看作学习与练习新事物、重新充电并与他人建立联结的机会时，你便能够从休息时间中获得力量，重返工作时也会比以前更强大。

积极心态是可以习得的

正如你对工作的心态能影响绩效一样，你对自己能力的心态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你越相信自己具有成功必备的能力，你就越能够成功。对有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像成功学的那套空话。实际上，这一观点多年来已经被一些声名狼藉的媒介给糟蹋了。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

研究表明，仅仅相信我们在生活中能产生积极的变化，就会增强动机，提高工作绩效。从根本上讲，成功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对112名初级会计师的研究表明，那些相信自己能达到初始目标的人，10个月后得到的工作绩效评价最高。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念不一定是固定的，而是可改变的，因为我们的心态几乎总是在变化。哈佛大学博士玛格丽特·希赫（Margaret Shih）和同事实施了一项研究，他们将一组亚洲女性分配到两种不同的情境中参加数学考试。在第一次考试时，实验者强调了被试的女性身份，而女性一般在数学方面要比男性差；在第二次考试时，实验者强调了被试的亚洲人身份，一般认为亚洲人相比其他民族似乎更有数学天分。结果，这些女性在第二种情境下的表现要大大优于第一种情境。她们的数学能力没有改变，题目的难度也变化不大。但在第二种情境下，她们对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这就足以使她们的表现产生巨大的不同。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在领导力培训公司IDology里，培训师经常问客户一个问题：“今天你的穿戴代表什么身份？”如果你的穿戴明显表现出自我怀疑，那么在一开始，你就已经削弱了自己的表现。因此当面临一个困难任务或挑战时，你应该关注即将取得成功（而不是失败）的所有理由，这样你便给了自己即时的竞争优势。


你可以在任何情境下运用这项技巧。你会因为要准备感恩节的晚餐，而担心做出的食物不够好吗？那么请专注于这一事实：你擅长时间管理和保持方向。你会因为要做一场重要的报告，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差劲的公共演讲家吗？那么请专注于你充分的准备，而且你已经对这些材料做过大量的研究。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忽视自己的弱项，或者反复对自己吟唱空洞的肯定说辞，或者承担你无法应对的任务，而是意味着你应该专注于你真正擅长的事情。还记得“法则1”中提到的突出优势吗？挑选一项优势，将其运用于你手头的挑战。当我必须就一个新题目做报告，却不确定听众的接受度如何时，我就努力专注于这一事实：我非常擅长了解人，这有助于我与听众发生联系。当我采用这一方法，而不是为自己糟糕的记忆或者差劲的讲课习惯而遗憾时，我能感觉到我的报告质量明显提高了。

“在困难任务中，具体而一致地专注于你的优势将产生最好的结果。”

没有什么比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了。她的研究表明，一个人是否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可变的，直接影响到他将获得的成就。德韦克发现，可以将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拥有“固定型思维”，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固定的，而另一类人拥有“成长型思维”，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提高自己的基本素质。成长型思维并不是完全不考虑先天能力。德韦克解释说：“虽然人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尽相同，比如天赋、能力、兴趣或者气质，但每个人都能通过勤奋和经验得以改变和成长。”她的研究表明，有固定型思维的人会错失提高的机会，总是表现不佳，而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则会看到自己的能力一直在提高。

“相信自己的能力很重要，相信自己能提高这些能力更重要。”

在一项研究中，德韦克和她的同事对373名七年级新生进行了测试，确定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研究者追踪记录了他们的学业表现。他们发现，当一个学生从七年级升到八年级时，他的心态会对数学成绩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怀有固定型思维的学生平均成绩保持不变，而那些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的平均成绩则呈上升趋势。简单来说，那些相信自己能提高的学生，成绩确实提高了。研究者提出了成长型思维能促进学生不断获得成功的诸多原因，发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动机。当我们相信努力会有积极回报时，我们就会更加努力，而不是陷入无助的境地。

信念是如此强大，因为它主宰着我们的努力和行动。在德韦克的另一项开展于中国香港的研究中，她试图证明成长型思维可引领人们最大化其潜能，而固定型思维则会阻碍人们前进。在香港大学，上课、课本和考试全部都用英语，因此要想获得成功，你必须能够很熟练地使用英语。但许多学生开始时英语并不熟练，因此正如德韦克所说，“对他们来说，尽快做点什么才是明智的”。她的研究团队向这些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老师为需要提高英语技能的学生开一门课，你会参加吗？”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德韦克的研究表明，一个人是否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可变的，直接影响到他将获得的成就。德韦克发现，可以将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拥有“固定型思维”，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固定的；而另一类人拥有“成长型思维”，他们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提高自己的基本素质。有固定型思维的人们错失了提高的机会，总是表现不佳；而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则会看到自己的能力一直在提高。


然后研究者评估了每个学生的心态：学生们认为自己的智力是固定不变的吗？或者学生们认为能提高自己的智力吗？结果表明，那些有成长型思维的学生都表示愿意利用这一机会参加英语课程，而那些有固定型思维的学生基本上忽略了这一机会。那些相信自己的能力是能改变的学生会采取行动，尽量改善他们的学业表现，而其他人虽然拥有同样的机会，却没有珍惜。

一旦认识到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看待它的方式，那么外部环境只能预测我们快乐总量的10%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为什么幸福科学的带头人柳博米尔斯基说，她更喜欢用“创造快乐或者建构快乐”，而不是更流行的“追求快乐”，因为“科学已经表明，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塑造出了我们的快乐。”正如所有这些关于心态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对于积极结果和成功来说，这一观点在任何领域都是正确的。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艾美·瑞斯尼斯基（Amy Wrzesniewski）一直在研究人们对待工作的观念是如何影响绩效的。多年来，她几乎遍访所有行业中的上千名员工，她发现员工有三种“工作取向”或者对待工作的心态：把工作看作工作、职业和事业。把工作看作“工作”的人认为工作是例行公事，他们工作是因为迫不得已，并且日思夜想不必工作的那天。相反，把工作看成“职业”的人，他们去工作不仅是出于必需，而且是为了进步和成功，他们很投入，并想把工作做好。最后，把工作看作“事业”的人认为工作就是目的本身，他们通过工作实现了个人抱负，这不是因为外部奖励，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工作可以产生更大的幸福，更好地发挥个人优势，并给予他们意义和目的。毫不奇怪，有着事业取向的人不仅发现他们的工作回报更多，而且工作也更加努力和持久。结果，这样的人更有可能一路领先。

“我们通过改变看待自己和工作的方式，就能极大地改善结果。”

对那些已经将工作看成事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那些没有把工作看成事业的人也不必丧气。瑞斯尼斯基最有趣的发现不只是这三种看待工作的方式，还有这与一个人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没有丝毫关系。她发现医生中有把工作只当工作的，而看门人中也有把工作视为事业的。实际上，一项对24名行政助理的研究发现，每种工作取向的人几乎都占到了1/3，即使他们的客观情况（工作职责、薪酬和教育水平）几乎完全相同。

这意味着事业取向与心态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实际工作表现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消极悲观的员工也能够找到改善他们工作的途径，而不必辞职、换工作。组织心理学家将之称为“工作塑造”（job crafting），但实际上，它只是调整我们的心态。正如瑞斯尼斯基所说，仅仅通过个人对工作的建构，工作的意义便有了新的可能性。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瑞斯尼斯基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员工有三种“工作取向”或者对待工作的心态：把工作看作工作、职业和事业。把工作看作“工作”的人认为工作是例行公事，他们工作是因为迫不得已。相反，把工作看成“职业”的人，他们工作不仅是出于必需，而且是为了进步和成功，他们很投入，并想把工作做好。最后，把工作看作“事业”的人认为工作就是目的本身，他们的工作实现了个人抱负，他们感到工作可以产生更大的幸福，更好地发挥个人优势，并给予他们意义和目的。


这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如果你无法为日常工作带来实际的改变，就问问自己所做的工作中存在哪些潜在的意义和乐趣。想象一个小学有两个看门人。一个人只注意他每天晚上必须清理脏乱的环境，而另一个相信他正为学生提供一个更清洁、健康的环境。他们每天做着相同的工作，但不同的心态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成就感，以及最终的工作表现。

在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时，我鼓励员工重新写下他们的“工作描述”，即沙哈尔所谓的“事业描述”。我让他们思考一下，如何用一种能吸引他人申请这份工作的方式，重新描述同样的工作。这样做不是为了自欺欺人，而是要突出可以从工作中获得的意义。然后我要求他们思考生活中的个人目标。他们现在的工作任务如何能与这一更大的目标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把工作与个人目标和价值联系起来时，即使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可以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们越是把自己的日常工作与个人愿景联系起来，就越有可能把工作看成是一种事业。

尝试一下这个练习：水平摊开一张纸，在左边写下你在工作中必须完成的一项你觉得毫无意义的任务。然后问自己：这一任务的目的是什么？它要达到什么结果？画一个箭头指向右边，把这个答案写下来。如果你写下来的结果看起来仍然不重要，那么问你自己：这一结果将会导致什么？再画一个箭头把这一点写下来，直到得到一个对你有意义的结果为止。通过这种方法，你就能将你所做的每一件小事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与使你充满动力和活力的目标联系起来。如果你是一个法律教授，不喜欢行政工作，那么画出你的箭头，直到将行政工作与你关心的东西联系起来，比如为新一代的年轻律师提供成功必需的资源。

我在法则1中提到的有创意的酒店人康利运用类似的策略来激励员工。在以下积极优势实践中，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做的。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康利喜欢告诉大家：“忘掉你现在的工作头衔。如果你的客户以你为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来描述你的工作，他们会给你安上怎样的头衔？”当你建立这些更大的联系时，你平凡的任务就不仅仅变得更合心意了，你还会以更大的投入去贯彻执行，结果你的绩效会更好。


今年夏天我在纽约的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开始演讲前，一名高级主管向80名销售员解释邀请我的原因。他从没有听过我的演讲，于是即兴发表了关于这次培训重要性的讲话：“瞧，我理解你们在这儿工作都是为了赚钱，过去两个季度的降薪一定让你们感到很沮丧。因此不要把这次报告想成一次快乐的会议，多想想这些策略将如何帮你们赚更多钱。实话实说，这是关乎金钱的，我们不是在拯救海豚。”

一些人怪怪地笑起来，但是我没有。这位主管在无意中诱导他的员工走向失败。他实际上在说：“拯救海豚是有意义的，对世界有积极的影响，而你们做的工作除了让你们赚很多钱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他在提醒大家，他们只有工作，没有事业。

可以确定的是，他关于海豚的俏皮话立即对房间里的所有人产生了影响。大家的情绪开始低落，许多员工本来在讨论工作中的快乐时似乎还很兴奋，此时却流露出失望、懊恼、沮丧和尴尬的神情并兴趣大减。打击员工的最快方式莫过于告诉他，他工作的意义只是因为有钱赚。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作都有相同的意义，但即使是例行公事也可以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为之找到一个好理由，在一天结束时就会有成就感：你向人们展示了你的聪明和高效，你让客户或顾客的生活更轻松，你提高了技能，你从错误中学习。我曾在我家附近的一家连锁店遇到过一群给店里装袋的高中生，他们装得非常好，好像这是一项事业。当然，他们并不想终生从事那份工作，但他们工作的时候却尽心尽力。我也曾与一些资产上亿美元的企业家一起工作过，他们将自己的工作视为灵魂的消耗。

如我们所见，一些话语能改变人的心态，从而改变他们的成就。让酒店清洁工得以减肥，原因不过是通过简短谈话让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工作。让亚洲女性在数学考试中表现优秀的不过是研究者对她们所拥有的天赋的提醒。这些研究表明了心态对表现的影响，也表明我们影响他人心态的方式。有时候简单的几句话语就能引发巨大的改变。

“你可以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但如果你不能发现它的意义，你就不会喜欢它。”

我们都拥有这种影响周围人的力量，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例如，当研究者提醒上了年纪的人认知能力会随年龄而衰退时，他们在记忆测试中的表现就差了很多。有多少善意的经理因提醒手下员工在工作中的缺点，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相反，当一位经理公开表达他对员工的信任时，他不仅改善了员工的士气和动机，而且实际上提高了他们成功的可能性。

描述任务的方式也能对人们的表现产生影响。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要求人们玩“华尔街游戏”或者“社区游戏”，该任务被用来测量人们在不同情况下愿意合作的程度。实际上，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游戏。但是那些认为这项活动是社区游戏的人比那些认为是华尔街游戏的人更愿意合作。我们对他人和自己的期待被语言放大了，这些语言能对最终结果产生强大的影响。

“最好的经理和领导人会将每次交流都看作引导员工走向优秀的机会。”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曾写到，雕刻家皮格马利翁看到大理石便能看出雕塑的样子。皮格马利翁心中有一个理想的形象，汇集了他所有的希望与愿望——一个被他称为加拉提亚（Galatea）的女性。一天，他按照他理想中的形象开始雕刻大理石。完成时他后退了几步，凝视着他的作品。雕像很美丽，加拉提亚不仅是一个女人，她还代表了所有希望、梦想、可能性和意义——美丽本身。皮格马利翁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

当然，皮格马利翁不是傻子。他并不是爱上了一个石头女人，他爱上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理想形象。因此他向爱神维纳斯请求，希望能满足他一个愿望，让他的理想形象变成现实。至少在神话中，维纳斯满足了他的愿望。

时光飞逝到20世纪，我们来看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由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带领的研究团队来到一所小学，对学生实施了智力测验。然后研究者告诉老师，根据测验结果，他们鉴定出每个班中哪些学生是学业明星，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生。他们要求老师不要向学生提及研究结果，不要在这些学生身上花更多或更少的时间。然而，一学年结束时，罗森塔尔等人再一次对学生进行测验时却发现，这些小明星确实展现出了不寻常的智力能力。

这似乎是一个可以猜出结局的故事，只是故事最后却有一个欧·亨利式的转折。其实，这些小明星在实验开始时，绝对是非常非常普通的孩子。研究者只是随机挑出他们的名字，然后跟老师说他们很有潜力。但后来他们真的变成了学业明星。是什么使得这些普通的学生变得不普通了呢？虽然老师没有直接对这些学生讲，在每个人身上花的时间也差不多，但发生了两件关键的事情：老师对这些学生的潜力的信念已经在无意中，以非言语的形式传递了出去。更重要的是，这些非言语信息随后被这些学生消化吸收，并转变成了现实。

这一现象被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也称罗森塔尔效应）：如果我们相信一个人的潜力，那么这种信念就会使潜力成为现实。不管我们是否发现了二年级学生的潜力或者参加晨会的员工的潜力，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任何地方都发生着。我们对孩子、同事和伴侣的期望，不管这些期望是否被讲出来，都能使期望成为现实。

20世纪6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人类动机的双因素理论，管理者会采取其中一种理论。(11)X理论认为：人们是因为薪水而工作，如果你不监督他们，他们就不会工作。Y理论的观点正好相反：人们为了内在的动机而工作，在没有命令时，他们会更努力、更好地工作，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从工作中获得了满足感。

如果X型（或Y型）员工遇到持相反观点的上级时会发生什么呢？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几乎没有管理者会留下持相反态度的员工。结果证实，那些相信X理论的管理者，手下的员工都需要持续的监督，而那些相信Y理论的管理者的员工，都很热爱工作。结果表明，不管在为这些管理者工作前，员工的动机如何，他们一般都会变成管理者期望成为的样子。这就是实践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

这是一个预言自我实现的极好范例。人们按照期望的样子去做，这意味着领导者认为可以激励员工的东西，常常真的起到了激励作用。那位世界500强企业的主管越认为他的员工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不是为了“拯救海豚”，员工的动机就越会转变成X理论，越来越远离有意义的工作。实际上，我几乎从没看到过一个乐观而动机强的员工会在一个悲观而冷漠的经理手下干得长久。领导是什么样的，他的员工就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企业界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如果你是一位领导者，不管是领导3个人还是300人，请记住，影响结果的力量不只在于你的团队中有什么人，还在于你如何影响你的团队。每周一都问自己一遍下面3个问题：

1．我相信员工的智力和能力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通过努力提高的吗？

2．我相信我的员工想付出努力，是因为他们想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成就感吗？

3．我如何在日常言行中将这些信念传递给员工？

超越潜力的极限

在美国，你买到的好莱坞超人披风上常附赠一则警告：披风不会真的帮你飞起来。这听起来有些滑稽，但对支点和杠杆法则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警醒。虽然使我们的心态移向更积极的一侧很重要，但我们不想移得太过。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对我们的潜力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虽然很多体验是相对的，而且依赖于心态，但这种相对性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如地球引力）。这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潜力是什么，我们应该为潜力加上什么样的限制？例如，想象一下跑鞋的广告：“不要试图在4分钟内跑完1.6公里，那可能会造成伤害。”

当然，这样的警告有时是必要的。但如果警告让我们的眼界变得狭窄，那就会产生问题。积极心理学试图找出那些超越局限的成功者，撤除虚幻的限制。我们希望把可能性的边界推得尽可能远，不要像太多令人沮丧的老板、父母、教师或媒体告诉我们的那样。确实，仅仅相信我们能飞翔并不能让我们飞向天空。然而如果我们不相信，就永远没有机会离开地面。正如科学表明的那样，当相信我们能做得更多，取得更多成就时（或当其他人相信我们能时），我们就真的会取得更多成就。

问题的核心是：不要再认为世界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已经看到，75岁的老人如何把他们的生物钟拨回20年前，一些话语和信念如何提高考试成绩，一些员工如何找到事业，而另一些人只能看到工作。相对于心态能够塑造周围客观世界的所有方式而言，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下面几个法则将一步步地向我们展示，我们如何能培养积极心态，并利用这种积极的力量提升我们的工作、事业和组织。


法则3：
启动大脑中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

长时间玩《俄罗斯方块》游戏的人们，反复在大脑中扣动同一“扳机”，改变了大脑的神经联结，产生了所谓的“认知后像”，会重复某种思维或行为模式，这就是“俄罗斯方块效应”。

陷入消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会削弱我们的积极情绪水平和工作绩效，而当我们的大脑总能在不同情境中搜寻和注意积极面时，就启动了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




2005年9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从学生宿舍走出来的时候，差点去偷一辆警车。不可否认，这包含了糟糕的职业行为的所有特征，更别提我的部分工作是成为积极进取的典范，并让易受影响的本科生们学到责任感。是什么驱使我想去做这样一件事呢？你恐怕难以置信，前一天晚上我一直在玩“侠盗猎车”这个游戏，直到凌晨4点。

在连续的5个小时内，我的大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行为模式：偷一辆车，进入高速追捕模式，然后获得奖励。这只是一个视频游戏，本来应该与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毫不相关。但是在连续玩这个游戏多个小时之后，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的大脑仍然处于这种思维模式中。这就是我走到大街上扫视周围，看是否有可下手的汽车的原因。给我的大脑带来短暂喜悦的是，我发现有一辆最适合偷盗的汽车——警车，它正停在离我不到1.5米的地方。是的，在大脑中的理智小人干涉之前，我发现自己在依照前一天晚上一直练习的模式做事。

当我伸手去碰触警车的门把手时，一阵兴奋感传遍全身。事实上，有一名警官正坐在车的前座上。嗯，这没有问题。我只需要摁一下控制器的X键，将这名警官拉出车外就可以了。直到看到自己在车窗上的影子，我才从“侠盗猎车”的世界里震回到现实中。

这是真实的故事。幸运的是，我没有去劫车。虽然那天早上我并不真想搞一起盗车大案，但就在那一刻，我只能遵循之前一直练习的模式去看待事物。很快我就了解到，这非常普遍，它与我们的大脑在真实生活中运行的方式有关。

改变大脑连接的“俄罗斯方块效应”

2002年9月，一个名叫法伊兹的23岁英国人由于拒绝在航班上关掉手机而被监禁4个月。机组人员一遍遍地要求他关掉手机，以免影响飞机的通信系统，他公然无视，原因竟是他正在玩《俄罗斯方块》。

《俄罗斯方块》是一种看起来很易上手的游戏。这个游戏有7种形状的方块从屏幕顶部掉下来，游戏者可以旋转或者移动它们，直到它们落到底部。当这些方块填满一行时，这一行就会消失。这个游戏唯一的关键点就是以何种方式安排落下来的方块，并尽可能多地填满各行。听起来很无聊，但是一旦玩起来就会上瘾。

在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所做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付费让27个人来玩《俄罗斯方块》游戏，一天玩若干小时，连续玩三天。每当我向学生提到这一研究时，他们都懊悔不已，不相信自己竟然错过了这样一个玩游戏还有报酬的好机会。但是我告诉他们，接下来可没什么好消息。在完成这项研究后的几天里，一些参与者几乎无法控制地做起了方块从天而落的梦。甚至在他们醒着的时候，有些人也总能在各个地方看到这些方块。很简单，他们把世界看成是俄罗斯方块组成的了。

一位俄罗斯方块上瘾者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当我穿过超市的通道，想在两种品牌的麦片中选择一种时，我注意到一套燕麦盒子与下面一排的间隙是多么完美地契合啊。回家时走到一个‘Y’字路口，我有点无聊地盯着砖墙，并思考着：我需要把那些浅颜色的黑砖旋转一下，正好契合墙下面那几块不平整的黑砖。在工作几小时后，我来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揉了揉发干、发痒的眼睛，抬头望着费城的天空，就开始想：‘如果我把维多利亚大厦翻过来，它是不是正好可以插入自由广场1号和2号大厦之间？’”玩家们将这种奇怪的现象称为“俄罗斯方块效应”。

这里发生了什么？俄罗斯方块的成瘾者是失去理智了吗？一点也不是。“俄罗斯方块效应”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身体过程，这一过程在他们的大脑内反复地扣动扳机，使他们陷入了所谓的“认知后像”（cognitive afterimage）。你知道，在被闪光灯相机拍完一张照片后的几秒钟内，那些蓝色或者绿色的光点会一直在你眼前晃。因此当你看周围世界时，你会看到同样的光模式，那个后像到处都是。当这些人长时间地玩《俄罗斯方块》游戏时，他们便陷入了眼前那个大光点儿中。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认知模式使得他们在看周围时，不由自主地看到了俄罗斯方块的形状（就像侠盗猎车游戏使我不由自主地看到车就想去偷一样）。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觉问题，连续玩《俄罗斯方块》实际上改变了大脑的神经联结。有研究发现，连续玩《俄罗斯方块》游戏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神经通路，这种新的联结扭曲了他们看待真实情境的方式。

诚然，如果要训练这些学生参加《俄罗斯方块》游戏比赛，出现这样的模式就是一个好消息。但事实证明，除《俄罗斯方块》游戏外，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极不适应。让我们面对这一事实吧，很少有工作会需要玩《俄罗斯方块》游戏上瘾的员工。这就是我们大脑工作的方式：大脑非常容易陷入某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这种模式中，有些方式比其他方式更有用。当然，“俄罗斯方块效应”不只限于视频游戏。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详细解释的那样，它是大脑主宰我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的一种比喻。

大家都知道，有些人会陷入“俄罗斯方块效应”，因而无法打破一种思维或者行为模式。通常，这种模式都是消极的。有人走进任何房间都会马上发现可抱怨的事物；老板总是注意员工哪里做错了，而不是哪里有进步；同事在每次会议前都预测会议会失败，而不管当时情况如何。你一定认识这种类型的人，也许你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为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通常这些人并不是有意变得难以相处或者容易生气的。只是他们的大脑擅长搜寻环境中的消极面——马上发现烦恼、压力和麻烦。毋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俄罗斯方块》游戏的玩家一样，他们的大脑通过多年的练习被训练成这样。然而，我们的社会鼓励这种训练。思考一下：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经常因为注意到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管理的压力和需要纠正的不公正而受到奖励？有时这可能是非常有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陷入那种模式，总是寻找和留意消极面，那么天堂也会变成地狱。更糟糕的是，我们越是看到更多的消极面，就越错过更多的积极面——那些能在生活中带给我们更多积极情绪并激发我们成功的事物。好消息是我们也可以训练大脑看到积极面，即在每一种情境下潜伏的好的可能性，让我们变成发现积极优势的专家。

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我在报告的茶歇时间走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碰到两名员工也在休息。其中一名员工抬头看了看天空说：“今天阳光灿烂，真好。”另一名员工则说：“我希望今天不会太热。”这两种陈述都是现实：阳光灿烂，但很热。第二个人正在屈服于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他返回办公室时会削弱他的效率和绩效，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他几乎看不到生活和工作中的积极面——机会、可能性以及成长的机会，更不用说利用这些机会了。这不是小事一桩。不断寻找消极面会让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它削弱了我们的创造力，增加了我们的压力水平，降低了我们实现目标的动机和能力。

在过去一年里，我一直在为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帮助他们的税务审计师和经理们，使他们变得更快乐。我意识到许多员工正在遭受同一个问题的折磨：他们中许多人每天必须用8～14个小时寻找税务表格中的错误。这样做时，他们的大脑就变得与寻找错误联结了起来。一方面，这使他们非常胜任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们能非常专业地看到错误和缺陷后，这个习惯开始扩散到他们生活的其他领域。

就像《俄罗斯方块》游戏者在所有地方都看到方块一样，这些作为税务审计师的会计师，每天总是在寻找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这可不是福利，而是会破坏同事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在绩效评估中，他们只注意到团队成员的错误，而不是优势。当他们回到家里和家人相处时，他们只注意到孩子成绩单上的C，而不是A。当他们在饭店吃饭时，他们只注意到土豆煮得不透，而没有注意到牛排做得很可口。一位审计税务师承认，他在过去一个季度里感到非常沮丧。当我们讨论为什么会这样时，他谈起自己曾利用休息时间做了一个Excel表格，列出了他妻子过去6周里犯的所有错误。想一想，当他把这个错误列表带回家，并想有所改善时，他的妻子（或者很快会变成前妻）会有什么反应。

税务审计师不是唯一陷入这种模式的人。即使不是更严重，律师至少也是同样容易受这种模式影响的人群。研究发现，律师比其他职业群体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高出3.6倍。当我在加州一家医院提到这一统计数字时，那些恨透了医疗事故诉讼的医生们爆发出一阵掌声。

由于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薪水和社会地位，这一发现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但实际上，由于他们整天都要工作，所以这一点也不那么令人惊奇了。这一问题在他们进入法学院时便已经开始出现。当学生们进入课堂，开始学习关键的分析技巧时，抑郁就开始显现了。根据《耶鲁卫生政策、法律与伦理杂志》（The Yal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Law and Ethics）的解释：“法学院教学生寻找诉讼中的错误，训练他们变得苛刻而不是接纳。”尽管这是“执业律师的一项关键技能”，但是当它开始从法庭蔓延到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时，就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由于总是在寻找每一个诉讼案的瑕疵和每个个案的漏洞，他们开始过高估计自己遇到的问题的重要性和持久性，这正是通向抑郁和焦虑的最快途径，从而又会阻碍他们从事自己工作的能力的发挥。

过去几年里，我同许多律师交谈过，他们都不好意思地承认，下班回到家后竟养成了一个让孩子“宣誓作证”的习惯，即“如果就像你所辩解的那样，电影到10点半就结束了，那么请向法庭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比规定时间晚了15分钟到家？”还有一些律师说，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从数量和账单的角度回想与配偶共聚的宝贵时光。即使在休闲时，律师也会精确地告诉你，刚刚讨论新壁纸的颜色让他浪费了多少钱。正如挑错的会计师一样，他们的大脑陷入了这种模式。

事实上，在任何行业或职业中，都存在这样的模式，没有人能完全免疫。运动员们总想与朋友或家人竞争，金融交易员总想去评估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潜在风险，经理们总是对孩子的生活指手画脚。

不可否认，陷入这种模式可以让某些人在工作中非常成功。税务审计师应该寻找错误，运动员应该具有竞争意识，金融交易员应该运用严格的风险分析。但当这些人不能有区分地运用他们的能力时，问题就出现了。当他们陷入这一模式时，不仅错失了利用积极优势的机会，而且悲观、挑剔的心态会使他们更容易抑郁，压力更大，身体状况变差，甚至滥用药物。

这就是俄罗斯方块负面效应的本质：一种降低我们整体成功率的认知模式。但是“俄罗斯方块效应”不一定就是适应不良。正如大脑能阻碍我们一样，我们也可以重新训练它寻找生活中好的事情，以帮助我们看到更多可能性，感受到更多活力，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功。而第一步是要明白，我们能看到多少是由我们给予多少关注决定的。正如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言：“我体验到的就是我想注意的事物。”

大脑会使你“选择性看不见”

在日常生活中，太多相互竞争的信息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想一想坐在星巴克里，我们的大脑必须注意的所有事情。我们一边听音乐，一边品尝咖啡，一边偷听邻桌的谈话，还要注意来往行人的着装，同时还想着我们当天将要做的工作，晚上要吃什么，以及为房子翻修的费用想点儿辙。这可能吗？为了应对这些超负荷信息，大脑拥有一个过滤器，只让最相关的信息进入意识。

这一过滤器非常像电子邮件的垃圾邮件拦截器。垃圾邮件拦截器会遵循一定的规则，删掉有害且不重要的邮件，你甚至都不必去看或者处理它们。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大脑里。据科学家们估算，我们每接收到100条信息，就只能记住其中的一条，其余信息都被有效地过滤掉了，倾倒在大脑的垃圾邮件文件夹里。只要神经垃圾邮件过滤器真的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那我们就能高枕无忧了。但是，我们不能。垃圾邮件过滤器以只能过滤那些程序可以发现的东西。如果我们设置大脑过滤器以删掉积极面，那么这些数据将不再为我们存在，就像连环信和广告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邮箱里一样。我们只看到了我们想寻找的事物，而错过其他很多东西。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人员让志愿者观看一组篮球队员传球的录像。一队穿着白衬衫，一队穿着黑衬衫，他们正在互相传球。志愿者必须数出白衣队员传球的数量。大约过了25秒钟，有一个扮成大猩猩模样的人径直从屏幕的右边走到左边，持续了整整5秒钟，而期间篮球队员继续传球。之后，研究者要求观察者写下他们计数的传球数目，并回答一些问题，比如你注意到屏幕上有什么不寻常的事物了吗？录像中除了6名篮球队员，你是否还看到了其他人？你注意到那只巨大的大猩猩了吗？(12)不可思议的是，在心理学家先后对200多人进行的实验中，几乎半数人——46%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大猩猩。

实验结束后，当研究人员告诉他们有只大猩猩曾经出现时，许多人不相信他们会错过这么明显的东西，要求重新看一遍录像。在第二次观看时，他们当然不可能错过那么大一只大猩猩。然而，为什么第一次许多人都没有看到大猩猩呢？因为他们在专心地数传球次数，他们的神经过滤器把大猩猩的图像扔到了垃圾邮件文件夹里。

该实验展示了心理学家们称之为“无意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的现象。如果不注意，就算近在眼前，我们也看不到它。这一结论意味着我们会错过大量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例如，研究表明，当人们的视线离开研究者30秒，再把注意力转回来时，许多人都注意不到研究者忽然穿了一件不同颜色的衬衫。还有研究发现，当行人给研究人员指路时，许多人甚至注意不到问路的这个人已经被调了包，现在说话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从根本上讲，我们倾向于忽视我们不在寻找的东西。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无意视盲”是一种心理现象。无论是物体还是事件，如果我们不注意，就算近在眼前，我们也看不到它。这意味着我们会错过大量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东西。


这种选择性知觉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我们寻找某样事物时，它就会随处可见。你可能有过100万次这种经历了。你刚刚学了一首新歌，忽然发现这首歌总是在电台里播出。你买了一双新款运动鞋，很快你发现健身房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同样的鞋子。我记得在我决定购买丰田普锐斯汽车的那天，满大街忽然都是这种汽车——每4辆小汽车中似乎就有一辆蓝色普锐斯（而这正是我想买的颜色）。难道我居住的小镇的居民刚好都在那天决定出去买蓝色普锐斯吗？难道广告商发现我正在摇摆不定，因此特意使我周围的环境充满了他们的产品，而迫使我做决定吗？当然不是。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我的注意力。

尝试一个小实验。闭上眼睛，想想红色，在脑海里真实地浮现出红色。现在睁开眼睛，环视房间，是不是到处都能发现红色？假如没有搞恶作剧的孩子在你眼睛闭上时重新粉刷了你的家具，这种突显的知觉只能源于你注意力的改变。许多实验表明，两个人观看同样的情景，实际上却会看到不同的事物，这取决于他们期待看到什么。他们不仅在离开时带有对相同事件的不同解释，而且实际上在视觉范围内也看到了不同的事物。一项研究发现，两个人观看同一个朋友的同一张照片，会从那个朋友的脸上看到完全不同的表情。这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关系，而且如果我们总是从消极的角度解读他人，它还可能在工作中伤害我们。想象一下把一个潜在客户的表情理解为没有兴趣，而实际上他的表情是满意的，这桩生意的结果将会怎样？或者你觉得一个同事的态度傲慢，而实际上他非常想帮忙。

这就解释了我在澳大利亚遇到的情况。相同的天气对他们的体验是不同的——阳光灿烂和炎热。第一个人发现阳光是不能错过的。第二个人并不想成为一个脾气坏的人，只是炎热是他能感觉到的唯一事情。

虽然总是存在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但不是所有方式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就像陷入消极“俄罗斯方块效应”的那些人一样，结果会削弱我们的积极情绪水平和工作绩效。另外，想象一下在每种情境中以挑出积极面的方式来看待事情，这正是积极“俄罗斯方块效应”要达成的目标。

“不要创造一种寻找消极面并阻碍成功的认知模式，要训练大脑去寻找使我们的成功率加倍的机会和观念。”

选择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

当大脑总是搜寻和注意积极面时，我们就会从三种最重要的工具中受益：快乐、感恩、乐观。第一种起作用的机制是快乐。快乐起的作用应该是很明显的，你从周遭发现的积极面越多，你的感觉就越良好。我们已经看到它给绩效带来的好处。第二种起作用的机制是感恩。越多地看到积极的机会，我们就会变得越感恩。几乎毕生都在研究感恩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埃蒙斯（Robert Emmons）发现，对我们的幸福而言，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感恩那样不可或缺。无数的研究发现，总是心存感激的人更有活力，更有智慧，更宽容，更少遭遇抑郁、焦虑或者孤独。并不仅仅是因为更快乐的人们更懂得感激，感恩也是产生积极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人员随机挑选了一些志愿者，在几周的时间内让他们学会感恩，相比控制组而言，训练结束后，他们变得更加快乐和乐观，感受到了更多的社会联系，拥有更高质量的睡眠，头痛甚至都变得更少了。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当我们的大脑总是搜寻和注意积极面时，我们就会从三种最重要的工具中受益：快乐、感恩、乐观。


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第三种起作用的机制是乐观。从直觉上看这是合乎情理的。你的大脑挑选的积极面越多，你就越期待这种趋势可以继续，你也会因此变得更加乐观。实验证明，乐观对工作绩效而言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指标。研究发现，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设定更多和更困难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会付出更多努力，在面对困难时，会坚持得更久，更容易跨越障碍。乐观主义者也会更好地处理高压环境，在艰难时期保持高水平的幸福感，这些都是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达到高绩效所必需的关键能力。

正如我们在“法则2”中看到的那样，期待积极的成果会使积极成果更易出现。再没有人比研究者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13)更能证实这一点了，他试图发现为什么我们中有些人似乎总是很幸运，而另一些人却总是交不到好运。你可以猜到，事实上根本没有幸运这样的事物，至少在科学的意义上是如此。唯一也是最大的不同是，人们是否认为他们是幸运的。从根本上讲就是，他们是期待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怀斯曼要求志愿者阅读一份报纸，并数出报纸上有多少张图片。那些认为自己很幸运的人只花了几秒钟就完成了该任务，而那些自认为不幸运的人平均用了两分钟。为什么？原来在报纸的第二版上有一条醒目的信息：“别数了，这张报纸上共有43张图片。”简而言之，答案太明显了，但是自认为不幸运的人更容易忽略了它，而幸运的人更可能看到它。作为额外的奖励，在报纸的中间还有另一条信息：“别数啦，告诉实验人员你已经看到了答案，你会赢得250美元。”

那些认为自己不幸运的人，在生活中同样会忽略这个机会。由于陷入消极“俄罗斯方块效应”，他们无法看到对其他人而言很明显的东西，他们的表现（和钱包）也因此蒙受损失，而原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幸运儿。

思考一下这会给你的事业带来的后果，成功与否几乎完全可以根据你发现并利用机会的能力进行预测。实际上，69%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说他们的职业抉择要依机会而定。那些利用这些机会和那些看着机会溜走或者完全忽略机会的人之间的不同就是注意力的不同。当某人陷入消极“俄罗斯方块效应”时，他的大脑就无法看到这些机会。但是如果心怀积极性，大脑就会对可能性保持开放。心理学家们将之称为“预测编码”（predictive enocoding）：让你的大脑期待好的结果实际上会对你的大脑进行编码，当好的结果出现时大脑便能够认出它。

“获得巨大奖励的可能性潜伏在每个人的环境中，问题只不过是你能否留意它。”

想象一个典型的文员办公室。这个环境的客观现实总是一样的：墙、地毯、订书机、计算机。但是，在其他一切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地方取决于我们自己。有些人觉得这个环境局促、狭窄又无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地方充满活力又自由。换句话说，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间办公室，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间小牢房，只是办公室窗户上没有栅栏罢了。你认为谁更有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胜出呢？谁会发现成长和成功的最大机会呢？谁会发现报纸上白送250美元的广告，或者看到如何将最初的失败转变成可获利的副业呢？

一位曾经与我一起工作过的高管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他家乡的剧院里的故事。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对剧院来说，戏服是一笔巨大的财务支出，因为穿破了之后就再也没有用了。剧场老板没有因这笔固定成本而哀叹，而是换了个角度思考并寻找可能性。首先，他们把戏服租出去，作为副业创造了利润。然后他们把租金中的一部分收入捐献给地方一个反对虐待儿童的非营利组织。由于他们总是很乐观，因此他们既能够巧妙地利用这些戏服，又能得到“双倍的现实好处”。他们在为剧场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为社区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既然知道了积极“俄罗斯方块效应”有多么强大，我们就需要了解如何正确地训练大脑，让那些使我们更具有适应力、创造力和动力的信息进来。这些信息也能帮我们在工作和游戏中发现并利用更多的机会。

正如熟练掌握一个视频游戏需要几天时间的专心练习，训练大脑注意更多的机会也要练习。快速启动这一练习的最好方法是记录每天在工作中、事业中和生活中发生的好事。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做作，或者简单得有些可笑。活动本身确实很简单，但是十几年的实证研究证明，这种方法会对大脑的联结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一练习具有持久的力量。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一周七天坚持写下三件好事的参与者，在接下来的1个月、3个月和6个月内会更加快乐和更少沮丧。更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在练习停止之后，他们依然更快乐，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乐观。他们越擅长寻找好事情并记录下来，就越会看到更多的好事，甚至随处可见。你每天记下的事情不必很宏大或者很复杂，只要具体就行了，可以是一顿可口的泰国大餐，到家后孩子给你的一个紧紧的拥抱，或者你从老板那里得到的当之无愧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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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当你要写下当天发生的“三件好事”时，大脑会被迫寻找过去24小时内潜在的积极面——那些带来微笑和大笑的事情、在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与家人更紧密的联系、对未来的一线希望。每天5分钟，这样做可以训练大脑更擅长留意和专注于个人成长与职业成长的可能性，抓住机会并采取行动。而由于我们一次只能注意这么多，大脑就会把那些过去常常占据主要地位的小烦恼和沮丧推开，直至完全推出我们的视觉范围。


“三件好事”练习的另一种形式是写一篇关于积极体验的短日记。我们早就知道，将困难和痛苦发泄出来可以带来放松，但是研究人员查德·伯顿（Chad Burton）和劳拉·金（Laura King）发现关于积极体验的日记也有与之同等的效果。在一项实验中，他们要求人们一周三次，每次用20分钟记下一次积极体验，与那些记录中性文字的控制组相比，第一组人不仅在积极情绪水平上有了大幅提高，甚至3个月后他们仍表现出较少的疾病症状。

除了上述所有这些好处外，你也将注意到，“法则1”和“法则2”提到的所有好处都开始聚到你的生活中。例如，投入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可以让领导者给予员工更多的赏识和鼓励。它还使你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更加明确，这样你就能与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它还会使你采用富于感情且积极的口气来传达任务，并提高员工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能最快速地使你更快乐，这意味着你的大脑将在更长的时间内高速运转。

当然，我们只有通过坚持才能构建这种“俄罗斯方块效应”。就像任何技能一样，我们练习得越多，它就变得越容易和越自然。既然确保贯彻一项良好行为的最好方式就是使之成为一个习惯（详见“法则6”），这里的关键就是使这项任务仪式化。例如，每天选定相同的时间写下你的感恩清单，并把必需的东西放在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我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张小小的速记便笺和一支钢笔，就是为了方便写下感恩清单。

我在美国运通公司工作时，我鼓励他们在每天上午11点设定一个邮件提醒，提醒他们写下三件好事；和我一起工作的中国香港的银行家们喜欢每天早上查邮件前记下他们的三件好事；我在非洲培训的CEO们选择每天晚上在晚餐桌前与孩子们一起说出三件感恩的事。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并不重要，只要你定期去做。

参与这项活动的人越多，得到的好处就越多。当非洲的CEO们把这项活动带给孩子们时，他们不仅发现了更多可以感恩的事情，而且还为坚持这一练习承担起了更多责任。有几个CEO告诉我，每当他们在工作中不顺心，想放弃记录三件好事时，他们的孩子们却坚持要完成练习后才肯吃晚饭。这种社会支持大大增加了坚持这些积极习惯的机会。我告诉企业领导人，在每天晚上入睡前或者上班前吃早餐时，他们可以和伴侣一起做这些练习，这样更易坚持。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奖励：当他们变得更擅长发现周围的积极面时，也更容易看到婚姻中值得感激的事情。这些练习在幼儿园小朋友和大学生身上，在中层经理和小企业主身上，在行业领袖和华尔街分析员身上，都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年龄和职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训练和坚持。

保持理智的乐观主义

当我说到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时，通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只注意好的方面，那岂不是看不见真实的问题？我不可能戴着玫瑰色眼镜经营一家企业。”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事实。透过完全过滤掉所有消极面的镜头来看待世界本身就存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略微修改后的比喻：玫瑰色眼镜。正如名字所暗含的那样，玫瑰色眼镜让真正重要的问题进入视觉领域的同时，仍然让我们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积极面上。因此我对这名主管说，你不仅能够戴着玫瑰色眼镜经营企业，而且你也应该这么做。科学已经证明，寻找积极面有太多有形的好处，但前提是要避免傻傻的乐观主义或一厢情愿。

积极可能过头吗？绝对会。这几年的事实就是这样，不理智的乐观主义是市场泡沫形成的原因，最终导致了崩溃。它使我们购买支付不起的房子，过着力所不能及的生活。它使企业领导人用糖衣来包装现实，而对未来毫无准备。它使我们看不见需要纠正的问题或需要改进的领域。关于“积极错觉”的研究表明，当它使我们过度高估我们当下的能力时，乐观主义就变得不合适了。有时候悲观主义也应常伴左右，比如它能阻止我们做出愚蠢的投资或者冒险的职业变动，或者阻止我们拿自己的健康做赌博。持批判的态度不仅对个人和企业，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用的，尤其是它可以让我们承认不公平，并努力去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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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积极错觉”使我们过度高估我们当下的能力时，乐观主义就变得不合适了。


理想的心态不是不关注风险，而是给予好的一面优先权。不仅仅是因为这会使我们更快乐，还因为它确实创造了更多福利。人们往往会在透过玫瑰色眼镜来看世界和总是生活在雨云中二者之间选择前者。在企业中和在生活中，理智的乐观主义每次都会胜出。

“关键不是完全排除坏的一面，而是拥有一种理智的、现实的、健康的乐观主义。”

当我们训练大脑启动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时，不仅增加了快乐的机会，而且会引起一连串事件来帮助我们收获更多的好处。关注好的方面不仅能帮助我们克服“瓶子只满了一半”的抱怨，避免只看镜子的一面的狭隘视野，还能开放我们的思维，接纳更多的观念与机会，帮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变得更有创造力、更有效率、更成功。每个人都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比如那白送的250美元。你是想忽略它，还是想训练你的大脑看到它？


法则4：
选择更好的“反事实”

当一件事情发生后，大脑会创造出“反事实”来帮助我们评估和理解事件的另一种场景。选择更好的“反事实”（counterfact），除了可以使我们感觉更好外，还会让我们从伴随积极心态而来的动力和表现中收获良多。




当我还是一个本科生时，常被怂恿“出卖”我的身体——心理学系常常有偿招募志愿参加实验的被试。因为我总是缺钱，所以我很乐意去做各种实验的实验品，这些实验内容从单纯的羞辱到花样百出的圈套，还包括令人不舒服的社会遭遇、反复做核磁共振成像、使人疲惫的身心能力测试等。但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一次看上去还算不错的“帮助老人”的实验。

实验持续3个小时，报酬是20美元。实验前，两名研究助手递给我一套带绑带的自行车反光罩和一条白色的自行车紧身运动短裤。其中一名助手说：“请把这些反光罩绑在你身体的每一个关节上，穿上短裤。噢，对了，我们的白色衬衫发完了，因此你必须光着上身。你希望继续吗？”

为了20美元，豁出去了。几分钟后，我的肘部、手腕和膝盖都绑上了反光罩，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赤裸胸膛的机器人。然后他们向我解释了实验的内容：研究者正在研究老人摔倒的方式，这样他们就能帮助老人避免受伤。当然，由于他们不可能为了这个实验真去要求老人反复跌倒，所以才招募大学生来代替。在我听来，这个解释非常合情合理。

他们告诉我，我要在黑暗中沿着一条铺着衬垫的走廊向前走，有一台摄像机会记录我关节上反光罩的位置。当我向前走时，会发生以下4种情况。

1．地板忽然滑向左边，我将摔倒在铺着衬垫的通道上。

2．地板忽然滑向右边，使我失去平衡摔向左边。

3．一条系在我右腿上的绳子将在我身后猛地一拉，我会脸先着地摔倒。

4．当我走到走廊尽头时，如果上述3种情况都没有发生，我就要自己摔倒在地上。

最后一种情况听起来尤其滑稽：什么样的老人会故意让自己摔倒在地上？

但是为了20美元！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我每30秒钟就摔倒一次。在摔倒了120次后，研究助手出现了。他不好意思地咯咯笑着说，他们忘了把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所以需要重录一遍所有的摔倒过程。“你还想继续吗？”我又同意了。

又摔倒了120次之后，我遍体鳞伤，感到筋疲力尽。带着这全副装备，我想从垫子上爬起来都要花好多力气，整个过程折磨得我浑身疼痛。当我最后蹒跚着走出通道时，研究助手和一位看起来很权威的教授站在一起，他说自己务必亲自过来查看一下这一不寻常的事件：实验从来没有持续过这么久。

这个实验实际上与“帮助老人”毫不相关（永远不要相信心理学实验的名字）。这些研究者实际上在研究动机和适应力。他们想知道，在人们放弃前，他们能承受多少疼痛和不舒服？为了得到奖励，一个人能够忍受多少痛苦？从我身上得到的答案是：很多。周六，教授来医院看望我，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整整坚持了3个小时的人。当他们站在床边向我解释这一切时，我不禁想，为了区区20美元而忍受这番虐待，自己是否被人当成傻瓜了。但就在我开口之前，教授递给我10张20美元的钞票。“让你遭了这么多罪，这是我们起码能做到的，”他说，“实验对象从垫子上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得越远，奖励就越大。你赢得了最高奖：200美元。”

教授很和善，但是比起慷慨的奖金，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我从中学到了适应力的本质——跌倒，再爬起来。10年后，我在全球成千上万的企业领导人那里重现了“帮助老人”这一实验情境。在经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时，摔倒在地板上的高管们感到地板已经从他们脚下脱离，投资商们感到他们的根基被严重动摇，各个层级的员工发现他们的腿被难以控制的力量猛地拉了一下。在我到过的每一个大洲，问题都是相同的：在我一次次摔倒并感到筋疲力尽时，我怎么才能找到力量让自己重新站起来？

如果回到我做本科生当实验品的岁月，我对此是没有答案的，但现在我有了答案——逆境成长。

“逆境成长”的力量

人类的大脑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过于热切的地图绘制员一样，在不断地创造和修正心理地图，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复杂而永恒变化的世界中顺利生活。这种趋势经过上千万年的进化已经在我们身上形成了。为了生存，我们必须给我们生存的环境制作心理地图，制定出获得食物和性的策略，描绘出行动可能产生的效果。这些地图不仅对荒野生存很关键，对商业社会中的成功与发展也很重要。

例如，你在跟一个客户谈判，在决定是报不太高的价格还是报高价时，你的大脑会无意识地（有时是有意识地）生成一幅有两条可能路径的事件地图，然后它会试图预测这两条路径通往何处。如果报不太高的价格，这条路径可能导致客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而如果你报高价，这条路径可能会激怒客户，最后他找别人去做生意了。所有人类的决策都包含这类心理地图。它们从“我在这里”的点（现状）开始，向外发散出许多条路径，其数量取决于决策的复杂性以及当时你思维的清晰度。当我们的头脑足够清楚而有创意，能认识到面前的所有路径，并准确预测这些路径将去往哪里时，我们就能做出最成功的决策。问题是当处于压力或者危机中时，许多人都会错过所有路径中最重要的一条路径：在逆境中成长。

危机或逆境后的每个心理地图都有三条心理路径：一条路径围绕着你现在的位置打转（即消极事件没有产生任何变化，你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另一条心理路径把你引向更消极的结果（即在消极事件之后你变得更糟，这条路径是我们害怕冲突和挑战的原因）；还有一条路径，我称为第三条路，可以使我们在经历失败或挫折后更强大，更能干。老实说，在困难时期找到这条路径不容易。在经济危机或其他危机中，我们倾向于形成不完整的心理地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很难看到的这条路通常是最积极和最具创造力的一条路。实际上，当感到无助和失去希望时，我们甚至不再相信会有这样一条路存在，因此不愿去寻找它。但这正是我们应该寻觅的路，因为，我们发现第三条路正是那些被失败打倒的人和从失败中奋起的人之间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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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或逆境后的每个心理地图都有三条心理路径：一条路径围绕着你现在的位置打转；另一条心理路径把你引向更消极的结果；还有一条路径，我称为第三条路，可以使我们在经历失败或挫折后更强大，更能干。


许多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能把失败看作成长的机会，就更有可能获得成长。相反，如果我们把失败看作世界上最糟糕的事，那它就是世上最糟糕的事。《从优秀到卓越》一书的作者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提醒我们：“我们不能被环境、挫折、历史、错误甚至巨大的失败所禁锢。我们要从选择中获得自由。”通过扫描我们的心理地图，寻找积极的机会，拒绝相信生活中的每次低谷只能使我们更低落，我们就让自己拥有了最大的力量：向上的能力。

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太容易忽视第三条路了。一个尤其突出的例子是，当士兵开赴前线时，心理学家通常会告诫他们，回来后他们要么“回归正常”，要么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样一来，士兵的心理地图只拥有两条路径——正常和心理疾病。虽然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记录非常丰富，而这也的确是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战争真是太可怕了，以至于“正常”都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承诺），但是另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第三条更好的路的存在：创伤后成长。

丧亲之痛、骨髓移植、乳腺癌、慢性病、心脏病发作、战争、自然灾害、人身攻击、沦为难民，这一连串灾难读起来就像人生悲剧的大集合。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事件也激励许多人产生了深远的积极成长。心理学家们将这种经验称为逆境成长或者创伤后成长。第一次看到这些最近的研究时，我很伤心，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它？我觉得这些研究不仅惊人，而且能改善成千上万人的生活。现在我们谈论的不是一些边缘的实验，而是许多著名的实验。

在过去20年里，心理学家理查德·特德斯奇（Richard Tedeschi）和他的同事一直把创伤后成长的实证研究作为他们的使命。虽然特德斯奇承认这一观念本身是很古老的，你一定听过“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终将使我们更强大”这句格言，但是他解释说：“只有在最近25年里，这种现象，即从困境中出现好事情的可能性，才成为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多亏了这一研究，我们才能确信而不只是从个别轶事中得到印证：巨大的痛苦或者创伤确实能够在很多人身上产生巨大的积极变化。例如，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火车爆炸事件发生后，心理学家们发现许多当地居民都经历了积极的心理成长。大部分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的妇女也是如此。这些积极的心理成长包括精神上更成熟，共情能力提高，心态更开放，甚至对生活满意度更高。在经历创伤后，很多人也报告说个人力量和自信心提高了，更加重视社会关系，同时社会关系也更融洽了。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如此。那么在这些经验中获得成长的人和没有获得成长的人有哪些重要区别呢？这里面有许多机制在起作用，心态毋庸置疑地占据着中心位置。人们发现向上之路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如何看待他们手中的牌，所以最常导致逆境成长的策略包括对情况或事件的积极重读，乐观、接纳以及专注于积极的问题处理机制，而不是试图回避它或者否认它。正如一些研究人员解释的那样：“看来不是事件本身的类型影响创伤后成长，而是对事件的主观体验。”换句话说，那些成功从垫子上爬起来的人，不是根据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而是根据他们如何能从发生的事情中有所收获来评价自己的。这些人实际上利用逆境发现了前进之路。他们谈论的不仅是“反弹回来”，而且是“弹到前面”。

尽管我们中许多人都不会经历重大创伤，但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我们都曾经历过某种逆境。在个人生活或职业生涯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困难程度不同，我们有许多词语来描述它们：错误、障碍、失败、失望、痛苦。然而，每一次挫折其实都伴随着一定的成长机会，我们可以教自己看到并利用这种机会。正如我的导师沙哈尔喜欢说的那样：“事情不一定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但有些人能够在发生的事情中做到最好。”

最成功的人不会把逆境看作绊脚石，而是将它看作通向卓越的垫脚石。确实，早期的失败能够激发出新观念，最终成功转型，获得突破性发展，使事业重焕生机。我们都听说过这些例子：乔丹曾被高中篮球队除名，迪士尼曾因没有足够的创意被一家报社解雇；披头士乐队曾被一名唱片经理回绝，理由是“吉他乐队已经过时了”。实际上，他们有许多关于胜利的名言从本质上描述了向上跌倒的观念。“我在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乔丹说：“那就是我成功的原因。”肯尼迪曾说过类似的话：“只有那些敢于大败的人才能取得大成就。”爱迪生也声称他是从失败走向成功的。正是这个原因，许多风险投资家乐于雇用那些曾经历过商业失败的经理。一份毫无瑕疵的简历并不比一份展现失败和成长的简历更有希望。因此，“与其在失败周围构筑一道墙，好像失败是放射性物质一样，”一位顾问解释说，“公司还不如举办一次失败派对呢”。

《哈佛商业评论》指出，最聪明的公司甚至故意犯错误，以此来激励有创意的问题解决办法，这可以产生最具变革性的观念和方案。回到贝尔电话公司的鼎盛时期，该公司通常要从“高风险”顾客那里收取保证金，但有一次它故意让10万名这样的顾客溜走，以此发现哪些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及时付款，而哪些人不会。有了这一信息，公司就能设计出一种有效的筛选流程，这一流程最终为公司带来了上千万美元的收入。正如《哈佛商业评论》那篇文章的作者总结的那样，犯这样的错误是“一种加速学习和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方式”。

可口可乐公司实践了这一信念，并取得了卓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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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可口可乐公司的CEO在年度投资商大会上不是从庆祝成功开始，而是从列出所有失败开始。听说过OK Soda，Surge，或者Choglit吗？你应该没听过，因为它们是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三款失败产品。强调这些失败的意义在于让投资商了解，公司有时候会犯错误，有时候会损失金钱，但从这些失败中可以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训，而所有教训都有助于可口可乐公司的持续发展。


沙哈尔认为：“我们只有实际地经历失败并超越失败，才能学会处理失败。我们越早面临困难和挫折，就越能做好准备，处理好人生中遇到的不可避免的挫折。”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在一项实验中，有90个人参加了一个软件培训项目，其中一半被要求防止错误发生，而另一半被鼓励犯错误。很奇怪，被鼓励犯错误的这组人不仅表现出更好的自我效能感，而且由于他们已经学会如何从错误中走出来，所以后来能更快速、更准确地使用软件。

不幸的是，从失败到成功的路径不总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在危机期间，我们可能会陷入痛苦的现状，而忘了还有另一条路。当2008年金融危机迅速席卷至整个劳动大军时，我看到了这一点。其中一天的经历尤其让我难忘。我当时在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上俯瞰着7年前“9·11”事件留下的空地，准备为一家全球信用卡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们做一场关于幸福心理学的演讲，单是这一惨烈的记忆就足以让我感到担忧了。当我走进房间感受到明显的沮丧情绪时，担忧就加剧了。我没有从听众那里看到每个演讲者都希望看到的自信微笑和直接的眼神接触，我看到的只有苍白的脸庞和沉默。离我的演讲还有半个小时，现在是员工晨会后的休息时间。通常在这样的时候，大家都会不停地按着黑莓手机，同时大口喝着咖啡，与至少4个人聊天。但这次没有。

人力资源部经理把我拉到一边，焦急而仓促地告诉我，几分钟前公司刚刚通知了大家应对经济崩溃的计划，其中包括大规模重组、工作职责的重大变化以及大量裁员。他告诉我，有些人还能保住他们的工作，但许多人将因此失去宝贵的团队成员和同事，大家的职业生涯在休息时间结束后就会大变样。在充分理解这次彻底的变革前，我意识到麦克风已经别在我的衬衫上了。我很少害怕谈论积极情绪，但这次不太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游走于香港、东京、悉尼、伦敦和纽约的世界500强企业中，这些公司刚刚宣布裁员并取消奖金。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等待着艰难的演讲。在每家公司，我都发现有一些经理和员工完全被恐惧吓呆了，他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的心理地图似乎陷入了严酷的现状，或者更糟，他们只注意到会导致失业或破产等更糟结果的路径。

在西雅图的一家小型制造企业中，一名沮丧的经理告诉我，过去她的团队以充满活力的会议而闻名，现在她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呆板的眼神和紧闭的嘴巴。约翰内斯堡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哀叹道，曾经外向的推销员现在回避着客户的电话，因为他们不想发布更多的坏消息。他们不能为客户或者自己看到一个积极的未来，那么何必劳神呢？在一家全球金融企业的总部，我走在宽敞的交易所中的狭窄通道里，这个交易所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平时这里人声鼎沸，充满活力，但此时这个巨大的空间被不祥的静寂所包围。人们在空荡荡的桌子旁低着头走路，避免眼神的接触。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在一起逃避工作。

这正是需要付出额外努力的时候，而我不断遇到的这些人似乎已经麻痹了，好像他们已经放弃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处不在的“习得性无助”

为了理解现代企业中失败与成功的心理学，我们需要短暂地回到“宝瓶座年代”(14)。20世纪60年代，塞利格曼还没有成为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而只是一名低年级研究生，在大学的实验室里研究快乐的对立面。

当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用狗做一些实验。他们给狗一些声音刺激（比如铃声）的同时，对狗进行轻微的电击，目的是想了解狗对只有铃声的情况会如何反应。在这一条件反射建立后，研究人员把狗放进一个“穿梭箱”里，这个大箱子被一堵矮墙分隔为两个独立的区域。在一个分隔间里，狗总是受到电击，但是在另一个分隔间里，狗很安全，不会遭到电击，并且跳过矮墙很容易。研究人员预测，狗在先前的实验中已经学会，一旦听到铃声，就立即跳进安全的区域，这样它们就能避免接下来的电击。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塞利格曼记得有一天在实验室偶然听到一位研究人员的抱怨。“这就是狗，”他们哀叹道，“这些狗什么也不做。它们肯定出什么问题了。”在实验开始前，狗能很顺利地跳过障碍物，但这次它们只是躺在那里不动。虽然研究人员认为这似乎是一个失败的实验，但塞利格曼却发现了它的价值：研究人员意外地教狗学会了无助。一旦铃声响起，不管怎么样都一定会有电击。因此，在这种情境下，它们也不去费力跳到箱子的安全区域了，因为它们相信，无论它们做什么都不能避免电击。就像约翰内斯堡的建筑公司的员工一样，他们实际上在想：“何必劳神呢？”

经过对人类行为几十年的研究，塞利格曼及其同事发现，在狗身上出现的无助模式同样不可思议地发生在人类身上。当我们失败了，或者当生活给我们以打击时，我们会因此变得无助，以至于只能通过放弃来回应。事实上，在现代压力过大的商业社会里，小隔间就是新的穿梭箱，而员工就是新的狗。一项研究表明，我们人类实际上与犬科动物非常相像。研究人员把两组人带进一间屋子里，发出一阵很大的噪声，然后告诉他们通过按控制板上的按钮可以把噪声关掉。第一组人尝试了按钮的所有组合，但都不能让噪声停止。第二组作为控制组，按了一组按钮后成功地关掉了噪声。然后又给了这两组人同样的第二个任务：他们被带进一间新屋子（相当于一个穿梭箱），他们又一次面临讨厌的噪声。

这一次，两组人都能够轻易地制止噪声，只需简单地把手从一边移到另一边，就像狗能轻易地跳到箱子的另一边一样。控制组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方法，消除了刺耳的声音。但第一次暴露在无法停止的噪声下的那一组成员，什么也没做，甚至不去劳神动一下手或者想办法让噪声停止。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好像他们学会了无论做什么噪声也停不下来，因此他们甚至不去尝试，尽管其他一切因素，包括时间和地点都变了。他们把那种对噪声的无助感带到了新实验中。”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农田，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繁华大都市。随着外资涌入中国和经济的起飞，曾经是城市最高建筑的20层办公大楼忽然在林立的摩天大楼边相形见绌了，一切似乎预示着无限的繁荣。

我在2009年夏天第一次来到上海时，这一壮景已暂时停滞，不仅中国如此，全球都是如此。我到过的每一个地方，从上海浦东金融区104层的办公大楼到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大厅，我发现人们都被压力绑住了手脚。由于无法预测下一次金融海啸会前往哪里，他们被绝望束缚，不能向前移动一步。我无法完全理解是什么吓得他们手足无措，直到一位经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市场力量超出了我的控制。股票价格超出了我的控制。老板的决定超出了我的控制。因此没有什么是我能做的。随它去吧。”

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及其余波已经向世界上许多员工灌输了一种习得性无助，即相信行动是没有用的。但问题是，当我们从心理地图中消除了向上的选项时，便消除了寻找向上这一选项的动机，我们处理挑战的能力最终也被削弱了。

不仅如此，当对生活的某一领域感到无助时，人们不仅在这一领域选择放弃，还经常“过度学习”这一教训，把它运用到其他情境中。他们相信，一条路走不通，那么所有可能的路都走不通。工作中的一个挫折可能导致一个人对人际关系产生失望，与朋友不和可能让我们不愿尝试与同事建立关系，等等。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我们的无助感会螺旋式上升，渐渐超出控制，最后阻碍了我们在生活中所有领域的成功。这正是悲观和抑郁的定义：所有路都是死路，心理地图中只有通向失败的路径。我们不必太延伸就能看到这一负面循环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存在。当人们不相信有向上之路时，他们实际上没有选择，只能停留在跌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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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生活的某一领域感到无助时，人们不仅在这一领域选择放弃，还经常“过度学习”这一教训，把它运用到其他情境中。工作中的一个挫折可能导致一个人对人际关系产生失望，与朋友不和可能让我们不愿尝试与同事建立关系，等等。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我们的无助感会螺旋式上升，渐渐超出了我们的控制，阻碍了我们在生活中所有领域的成功。


危机是成功的催化剂

有一个快被讲滥的故事，相信你也听过：20世纪初，两个卖鞋的推销员被派往非洲考察商机，他们分别给老板发回了电报。一个在电报上写着：“无望。这里的人不穿鞋。”另一份电报上写着：“绝好的机会！这里的人还没有鞋穿。”

今天，如果同样派两个推销员去阿拉斯加卖空调，或者去戈壁沙漠卖游泳衣，他们还会发回类似的电子邮件。关键是有些人遇到逆境时就不再寻找变失败为机会、变消极为积极的路径。而另外有些人，我们中最成功的那些人，他们知道不是逆境本身，而是我们对待逆境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有两个股票经纪人，阿克斯勒和保罗。两个人的薪水都高达六位数，外加奖金。他们都在自己的职位上工作了多年，并且会继续工作下去。金融海啸来临，对他们都造成了冲击。保罗被彻底打垮了：他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每天都有更糟糕的消息，不断让他沉入更深的绝望之中。而阿克斯勒呢，虽然最初也感到难过，但他把这件事看作重新评估目标、追求新项目的机会。同样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的专业经验，却造成了非常不同的结果。

“有些人无助地坐以待毙，而另外一些人则聚集他们的才智，利用他们的优势，奋起前进。”

我们都认识一些像保罗那样应对逆境的人，但阿克斯勒的故事也是真实的。阿克斯勒是巴克莱银行投资分部的助理主管，出乎意料地被解雇了。他没有为自己感到难过，而是认为现在正是使事业朝着梦想的方向前进的时刻，于是他开始运作对冲基金。总之，阿克斯勒把坏运气转变成了机会。结果证实这真是个好机会，虽然经济在下滑，但他还是能够与许多客户签约，最后变得更加快乐，收益也更加丰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能够找到第三条路。

幸运的是，正如个人危机能为积极的个人成长提供基础一样，经济危机也常常能推动公司走向更大的成功，20世纪的许多明星企业，比如惠普公司和得州仪器公司实际上都是在大萧条时期崛起的。美国的顶级公司也常常利用经济衰退来重新评估和改进他们的商业实践。《时代周刊》在1958年便指出（这一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就在所有公司都收缩其运作时，有些公司却发现了做事的新方式，而这种方式本来已存在多年，但在繁荣时期一直被忽视了”。经济困境迫使公司找到了缩减成本的创新方式，激励经理们回到一线了解员工与生产运作。一位公司总裁承认，渡过衰退期的价值实际上是无穷的：“我们发现了可以改进生产的各种修正方案。现在这些修正方案运行得非常好，即使衰退明天结束，我们也不会回到原来做事的方式了。”这些话写于50多年前，但只要观察一下那些最成功的公司是如何从最近的衰退中崛起的，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

最好的领导者不仅在繁荣时期能保持本色，在困难时期也是如此。《华尔街日报》说，虽然一位领导者对金融危机的自然反应可能是待在困境中，并等待事情好转，但这正是错误的做法。相反，经理们应该付出双倍的努力，因为“危机可以成为创意的催化剂”。那些在挫折面前选择麻痹的领导者错失了这一伟大机会。无助感不仅使他们自己的表现变差，而且也会降低员工的幸福感，损害公司的利益。

而那些迎接挑战，变得更有活力，从失败中受到激励的领导者，收获了所有令人惊异的成果。

关键是当面临挫折或失败时，沉溺于无助感会让我们在垫子上摔倒，而寻找机会之路则帮我们站起来。记住这一点，下面就是一些用来在我们的事业和生活中发现第三条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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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公司领导者正挣扎着以求生存时，百事公司的CEO卢英德（Indra K. Nooyi）却把衰退看作一个机会，并在全球进行商务旅行，鼓舞员工士气，与员工建立信任关系。她这样做不仅提高了整个公司的士气和绩效，而且在2009年被《财富》杂志评为商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


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家银行，这时银行里还有其他50个人，一个强盗走进银行开了一枪，你的右胳膊被射中了。

如果第二天你要如实地向朋友和同事描述这件事，你会把它描述成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在培训中，我曾多次向高级主管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反应通常为7:3。70%的人认为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另外30%的人认为确实非常幸运。这充分说明，同样的事件能引起非常不同的解释，但当我让他们解释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时，真相才浮出了水面。

不幸一组的人会说：

“我本来可以在任何时间走进任何一家银行的。这类事情本可以不发生，而我却碰巧在那里，这是多么不幸啊！而且我还被射中了！”

“有一颗子弹在我的胳膊里，从客观上来说，这是不幸的。”

“我走进银行时还健康无恙，离开时却在救护车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肖恩，但那对我来讲没什么好的。”

我最喜欢的回答之一来自一位名叫埃尔西的银行家，她操着一口纯正的伦敦腔。“这会很不方便的。”她干巴巴地说。

但我“空前喜欢”的回答，也是我听过不止一次的回答如下（而且总是从华尔街那帮人的口中说出来）：“至少还有50个人在银行里，肯定有人比我该挨枪子儿。”

这些人无法理解，去银行办点事就挨了枪，怎么可能是幸运的。但是后来他们听到了另一种解释：

“要是射中心脏，我就死了，这可比伤只胳膊严重得多。因此我感到非常幸运。”

“令人惊奇的是，其他人没有受伤。至少还有50个人在银行，包括儿童。大家都能活着讲述这个故事真是不可思议的幸运。”

尽管回答的差异非常大，但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即“发明”一种“反事实”。“反事实”是大脑创造出来帮我们评估和理解事件的另一种场景。我的意思是，那些把结果看作不幸的人想象了一种根本没被射中的场景，对比而言，他们的结局似乎非常不幸。但另外一组人“发明”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场景：他们可能被射中头部或死去，或者其他许多人可能受伤。相比之下，能活着是非常幸运的。

关键之处在于，这两种场景完全是假想的。因为它是被发明出来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可以在任何给定的情境中有意识地选择一种场景，以使我们感到幸运而非无助。选择一种积极的反事实，除了可以使我们感觉更好外，还会让我们从伴随积极心态而来的动力和表现中收获良多。而选择一种使我们对逆境感到更恐惧的反事实，则会令逆境比实际情况更悲惨。例如，在一个有趣的实验中，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要求实验对象站在山顶的一块滑雪板上来估计山的坡度。实验对象站在滑雪板上感到越害怕、越不舒服，估计的坡度就越高、越陡。

大部分专业人士都会面临一些日常的挫折，但推销员的生活几乎毫无疑问地总是充满着失败和被拒绝。在许多企业中，只有10%的推销方案能带来成功，这意味着推销员在几乎绝大多数时间里都遭到了拒绝。一段时间后，这种情况会非常打击推销员的士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人寿保险推销员中会有如此高的人员流动率。20世纪80年代后期，员工流动率在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居高不下，50%的推销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辞职，到第四年仅有20%的人还在岗。公司单单在雇用成本上一年就损失7 500多万美元。

“当选择一种使我们感到更糟的反事实时，我们实际上就改变了现实，使困难对我们的影响远比实际本应产生的影响大很多。”

这时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雇用了塞利格曼，他那时已经不再研究狗的习得性无助了，而是利用这些研究来探索人们从各种逆境中奋起的方式。塞利格曼注意到，虽然大部分研究对象在面临一个又一个挫折后确实感到沮丧和无助，但总有少数人似乎是免疫的，无论他们面临什么困难，总是能够东山再起。他很快就发现他们都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解释事件，即研究者所谓的乐观的“解释风格”（explain style）。

接下来几十年的研究表明，解释风格，即我们如何解释过去事件的性质，对我们的积极心态和未来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乐观解释风格的人把逆境解释为特定的和暂时的，如“还不是那么糟，事情会变得更好”。而有悲观解释风格的人则把这些事件看作普遍的和永久的，如“真是太糟糕了，永远也改变不了”。然后他们的信念直接影响行为。相信后一种陈述的人陷入了无望中，不再去尝试，而那些相信前者的人在激励下会表现得更好。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解释风格”，即我们如何解释过去事件的性质。塞利格曼发现人们在面临一个又一个挫折后确实感到沮丧和无助，但总有少数人无论面临什么困难，总是能够东山再起，他们都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解释事件，即研究者所谓的乐观的“解释风格”。


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所有成功之路都由解释风格来决定。它能预测学生在高中时的表现，甚至新兵在军校中的表现。有着更乐观解释风格的一年级新生能得到更高的测验分数，比其他同学更少退学。在体育界，对运动员的研究显示，从大学生游泳运动员到专业的棒球选手，解释风格都能预测运动员的表现。它甚至能预测人们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后的恢复情况。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当塞利格曼被找来协助解决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推销员离职的问题时，他首先观察的指标之一就是他们的解释风格。测试表明，有更多乐观风格的代理确实比悲观的代理多卖出37%的保险，最乐观的代理实际上比最悲观的代理多卖出88%。而且，乐观的代理比悲观的代理的离职率少了一半。


这正是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要寻找的答案。他们决定完全根据解释风格雇用一支特别的代理队伍。这一行动得到了回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些代理比悲观的同行多卖出21%的保险；第二年多卖出57%。

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意识到他们发现了宝藏，因此决定从那天起彻底改革它的用人方案。如果前来应聘的保险代理没有通过常规的企业考试，但在解释风格的评价上得了高分，那么无论如何公司都会雇用他们。如果他们通过了企业考试，但在解释风格上得分很低，那么不管他们有多么聪明，公司也不会雇用他们。仅仅几年内，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人员流动率就大幅度下降，同时市场份额增加了将近50%。

用“ABCD法”化逆境为转机

当然，把逆境转变成机会是一种能力，对有些人来说，他们能比其他人更自然地做到这一点。有些人已经有了乐观的解释风格，他们自动地想象出使他们感到幸运的场景，并把挫折解释为短期的和小范围的，在他人预感到有坏事情要发生的地方看到了潜在的机会。而另外有些人却没有乐观的解释风格。但幸运的是，这些技巧是可以学会的。

有一种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由逆境通往机会的道路，即练习对ABCD模式的解释，ABCD指的是逆境（Adversity）、想法（Belief）、后果（Consequence）和反驳（Disputation）。逆境是指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它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想法是我们对逆境的反应，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会发生以及我们认为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从本质上看，它是一个暂时和特定的问题呢，还是永久的和普遍的？我们有现成的解决办法，还是认为它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我们相信前者，即如果我们把逆境看作暂时的，或看作一个成长机会，或者认为逆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就能最大程度地利用机会，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是如果想法把我们引到一条更悲观的路径上，无助和无作为就会带来消极的结果。这时反驳就要上场了。

反驳意味着首先告诉自己，我们的想法仅仅是想法，而不是事实，然后向它发起挑战或辩论。心理学家建议我们把这一反驳大声地说出来，假装是来自别人的声音，就好像我们实际上在与另一个人辩论。这种想法的根据是什么？它没有破绽吗？我们会推荐给好友这样的逻辑吗？或者一旦我们走出自己的圈子看一看，就会发现这种逻辑似乎没什么用，是吗？对这一事件还有哪些看起来说得通的解释？对它有哪些更具适应性的反应？有没有另外一种可以采取的反事实陈述？

最后，如果逆境确实很糟糕，但是糟得过我们最初的预想吗？这种特殊的方法被称为“去灾难化”（decatastrophizing）。花些时间向自己证明，虽然逆境是真实的，但或许没有我们最初想得那样具有毁灭性。这听起来有点像从贺卡里抽出来的鸡汤文字，但“事情永远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糟糕”的观念实际上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因为进化已经使我们非常擅长适应哪怕最极端的生活环境，事情从来不会像我们认为可能的那样把我们击倒，或打击我们太长时间。

例如，我们也许认为一次可怕的受伤将永远改变我们获得积极情绪的能力，但实际上，经过最初的调整，度过一段困难时期后，大部分瘫痪的患者都能重返与受伤之前相同的积极情绪水平。简而言之，人类的心理比我们认为的更有适应力。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面临一个糟糕的前景，比如一段恋爱关系或者工作的结束时，我们会高估它使我们不快乐的程度与持续时间。我们陷入了“免疫忽视”（immune neglect），这意味着我们总是忘记心理免疫系统是多么擅长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是《哈佛幸福课》一书的作者，他做了许多实验揭示了现实中的“免疫忽视”。大学生会高估失恋对他情绪的影响。助理教授高估了终身职位申请被拒绝所带来的不快。不管是什么样的逆境，都不会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给我们带来重击。了解人类心理的这一脆弱面，即我们对结果的恐惧总是比结果本身更糟，能帮我们更乐观地面对不可避免的低谷。

因此，下次当你发现自己感到无望或者无助时，不管是由于事业上的一些困难、工作中的一些挫折，还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失望，请记住总有向上的第三条路，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去找到它。最重要的是，记住成功不是永远不跌倒或者仅仅是跌倒后一次次爬起来。成功不仅是简单的韧性（像我在“帮助老人”实验中那样）；成功利用向下的势头促使我们走向相反的方向；成功利用挫折和逆境让我们变得更积极，更有动力，甚至更成功。这不是跌倒，而是“跌起”。


法则5：
抓住成功的“内控点”

心理学家发现，在生产率、快乐和健康上的收获与我们实际拥有多少控制力关系不大，而更多地与我们认为拥有多少控制力有关。

那些工作和生活中最成功的人拥有“内控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即相信他们的行为对结果有直接影响，而那些有“外控点”的人更可能将各种事件视为由外部力量所决定。




一个传说中名叫佐罗的蒙面英雄正风靡美国西南部，他疾恶如仇，行侠仗义，英勇无畏，在许多书籍、影视剧中都备受欢迎。加上他的机智俏皮和如鱼得水的女人缘，佐罗身上似乎体现了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所有吸引人的品质。

但是佐罗的故事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情节。传说中，佐罗一开始并不是超级剑客，并不能纵身从枝形吊灯上飞身跃下，用他的剑术制伏10名大汉。在电影《佐罗的面具》（The Mask of Zorro）一开始，我们看到他是年轻而冲动的亚历山大，他的激情远远超过耐心和自律。他想除暴安良，伸张正义，但又渴望马上就能做到这一点，并博得关注。他飞得越高，跌得就越重，直到不久后他感到失去了控制，完全无能为力。年长的剑师唐迭戈遇见他时，亚历山大已经破产，沉迷于酒精，变得绝望。但唐迭戈似乎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潜力，于是收留了他，并向亚历山大许诺只要付出“努力和时间”，掌控和胜利终将来临。在唐迭戈秘密藏身的洞穴里，年长的剑师在泥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开始了对亚历山大的训练。亚历山大只能在这个小圆圈里战斗。正如唐迭戈充满智慧地对他的门生所讲的那样：“这个圈就是你的世界，你的整个生活。除非我允许，否则不能走出这个圆圈。”

一旦亚历山大掌控了这个小圈，唐迭戈就允许他慢慢地尝试更高超的技艺，一个接一个，他都掌握了。不久他就能打败他的老师，甚至在燃烧的蜡烛上做俯卧撑（对于训练而言这不是最实用的能力，但从电影效果上来看，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如果他没有首先学会掌控那个小圈，那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不可能的。在掌控那个小圈之前，亚历山大无法控制他的情绪，对自己的武艺心里没谱，对达成目标的能力没有十足的信心，最糟的是，他对自己的命运失去了控制感。

“只有在他掌控了第一个圈之后，他才开始成为佐罗，传奇的佐罗。”

成功的人拥有“内控点”

我们如何在工作、事业和个人生活中实现最有抱负的目标，“佐罗的圈”这一概念是一个有力的比喻。成功的最大驱力之一就是相信我们的行为有价值，相信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控制权。然而，当压力和负荷似乎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时，控制感常常是最先失去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试图立刻同时处理许多事情时。但是，我们如果首先把努力集中在小的、可掌控的目标上，就能重新获得至关重要的控制感，发挥出更佳表现。首先限制我们的努力范围，然后发现那些努力有了扩大效应，我们就能积累资源、知识和自信来扩大这个圈，逐渐征服越来越大的领域。唐迭戈并没有教年轻的亚历山大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超级剑客。佐罗从小圈开始练习，然后逐渐地掌控了越来越大的圈，他的传奇式成功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感到有控制感，感到我们在工作中和家庭中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幸福感和绩效的最强大的驱力之一。对学生来说，有更大的控制感不仅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而且会使他们获得更好的成绩，并有更强的动力追求他们真正想要的事业。类似的，在工作中感到有更多控制感的员工表现得更好，并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然后这些好处会向外扩散。2002年一项名为“变化中的劳动力国家研究项目”的课题调查了近3 000名带薪员工，研究发现，工作中有更大的控制感的人也会有较低水平的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及离职率。

有趣的是，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在生产率、积极情绪和健康上的收获与我们实际拥有多少控制力关联并不大，而更多地与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多少控制力有关。记住，我们如何体验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心态来塑造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中最成功的人拥有心理学家所称的“内控点”，即相信他们的行为对结果有直接影响。而那些有“外控点”的人更可能将各种事件视为由外部力量所决定。


积极优势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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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一项名为“变化中的劳动力国家研究项目”的课题调查了近3 000名带薪员工，研究发现，工作中有更大的控制感的人也会有较低水平的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及离职率。


我们很容易就能弄明白，内控的人在工作环境中更容易适应。比如，如果没有得到晋升，一个外控的人可能会说：“这里的人不识才，我永远没有机会得到提升。”因此就失去了动力。如果认为自己无能为力，我们就会受到习得性无助的潜在控制，成为它的牺牲品。而内控的人将会思考他如何能做得更好，然后在那个领域有所改进。外控的人不仅在失败面前认输，而且会错过成功的荣誉，这同样会造成适应力差，因为它削弱了信心和投入。我曾有一位客户，她的外控感非常强烈，不管她获得多少赞美，她总是说那仅仅是由于她很幸运或者她的老板对她不错。她从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对成就有很大影响，结果她从没有真正从工作中获得过兴趣感或成就感。

理解控制点对行为产生影响的最佳领域之一是体育界。想一下那些优秀运动员在赛后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吧。他们把失败归罪于太阳太刺眼或者裁判吹错哨了吗？他们把成功归功于他们的星座或者天生幸运吗？不！当他们赢得比赛时，他们优雅地接受赞美；当他们输了比赛时，他们祝贺竞争对手的良好表现。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命运，那么就能受到激励从而更加努力。当我们看到这一努力有了回报时，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只会变得更强。

这一观念在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里都是正确的。研究表明，那些相信力量存在于自己所掌控的圆圈内的人有着更高的学业和事业成就，在工作中更快乐。内控会降低工作压力和人员流动率，产生更高的动机、组织承诺和工作表现。正如他们有时被称为的那样，“内控者”甚至拥有更强大的社会关系。研究表明，他们在沟通、解决问题和达成目标方面表现得更好。内控者也是更专注的倾听者，在社交方面的适应力也更强——正好所有这些品质都能预测工作及家庭中的成功。

由于对工作和生活的控制感降低了压力，这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一项针对7 400名员工的大规模研究发现，那些对最后期限失去控制感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比同龄人高出50%。实际上它的影响非常大，研究人员认为，对工作缺乏控制感是心脏病与高血压的风险因素。

说明控制感强大力量的最佳例子不是来自商业世界，而是来自老年人。在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当他们为一组在家接受护理的居民设置一些简单任务，以帮助他们有更多控制感时，比如让他们照料房间里的植物，不仅他们的积极情绪水平提高了，而且死亡率也降低了一半。要找到比照料屋里的植物更小的控制圈很难，然而对那么小的任务的控制感竟然也能延长他们的寿命。

为什么会失去控制

不幸的是，虽然控制感对成功很重要，但我们并不总是拥有这种控制感。有些人天生易受外部控制点的影响，而其他人在因为需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和能力而感到不堪重负时，也可能会陷入那种心态。为了充分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仔细考察一下大脑内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通常由大脑中两个互相斗争的部分博弈而定：膝跳反射式的情绪系统（让我们称它为“反射”）和我们理性的认知系统（让我们称它为“思考者”）。从进化的意义来看，大脑最古老的部分是“反射”，它的基础在大脑的边缘系统，在这里杏仁核发挥着主导作用。几万年前，这种膝跳反射式的情绪系统对生存是必需的。在那时，当一只剑齿虎跳出来要吃人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进行理性思考，“反射”跳出来采取行动。杏仁核探测到这种警告，使身体充满了肾上腺素和应激激素，激起一阵即时的、本能的反射——“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多亏了“反射”，我们才能在1万年后坐在这里。

幸运的是，今天没有剑齿虎在花园里闲逛。在现代社会里，生活中的问题通常比逃跑或者被吃掉更复杂，“反射”的本能反应有时危害大于好处。尤其是需要进行决策时，“反射”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经过上万年的进化，我们早已经发展出“思考者”，即大部分位于大脑前额叶的理性系统。我们用这一系统进行思考，从大量信息中得出结论，并为未来做出计划。“思考者”的目的很简单，但它反映了一个巨大的进化上的飞跃：先思考，然后再反应。

我们的大部分日常挑战都由“思考者”来应对，但当我们感到压力或者失去控制时，“反射”就跳出来接管了。这不是有意识的，而是生物学的。当我们处于压力之下时，身体就开始大量分泌皮质醇，这是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有毒化学物质。一旦压力达到一个关键点，即使最小的挫折都能引发杏仁核反应，从根本上击中大脑的恐惧按钮。当这一过程发生时，“反射”就战胜了“思考者”的防御，使我们在缺乏理性思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与“思考，然后反应”相反，“反射”的反应模式是“战斗或者逃走”。我们于是就变成了科学家所谓的“情绪绑架”（emotional hijacking）的受害者。

在过去十几年里，研究人员已经评估了这种情绪绑架是如何影响工作中的表现和决策的。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利用他在神经科学领域的专长准确界定出：为什么有些人面对压力时具有超强的韧性，而另一些人却特别容易被压力打垮。他把这两组人放在完全相同的高压力环境下，比如在短时间内解决难度很大的数学问题，或者写下他们生命中最伤心的时刻，同时他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追踪被试的大脑机能。

当每个实验对象处理手头的挑战时，戴维森观察了他们大脑的理性部分和反射部分的激活情况，这两个部分互相斗争，争夺主导权。当他比较这两组人的模式时，发现在更有适应力的人身上，前额叶皮层很快就战胜了边缘系统，换句话说，“思考者”几乎很快就从“反射”那里夺了权。而容易烦恼的那一组人，在杏仁核活动上表现出持续的上升，这意味着“反射”已经绑架了“思考者”，战胜了大脑的理性和处理能力，变得更为沮丧。

关于这一点，你或许会想，所有这些大脑的活动与实现工作中的目标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关系非常大。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情商》一书的作者，他大量研究了情绪绑架让我们付出的代价。点滴压力随着时间而累积，就像工作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只要一个小小的烦恼或者刺激就足以让人失去控制，换句话说，就像让“反射”掌控方向一样。当“绑架”发生时，我们也许会对一位同事发怒，或开始感到无助和不堪重负，或者忽然失去所有的活力和动机。结果，我们的决策能力、生产率和效率都会急剧下降。这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组织的团队都会产生真实的影响。

在一家大公司，研究人员发现被工作压力打垮的经理带领的团队工作绩效最差，创造的净利润最低。一个即将失败的公司也可能是情绪绑架的强大触发器。神经科学家们已经发现，面临财务损失时，大脑加工的区域实际上与遇到致命危险时大脑反应的区域相同。换句话说，我们对下滑的利润和不断减少的退休金账户的反应方式与我们的祖先对剑齿虎的反应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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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心理学家戈尔曼对情绪绑架的研究证明，点滴压力随着时间而累积，就像工作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只要一个小小的烦恼或者刺激就足以让人失去控制，换句话说，就像让“反射”掌控方向一样。当“绑架”发生时，我们也许会对一位同事发怒，或开始感到无助和不堪重负，或者忽然失去所有的活力和动机。结果，我们的决策能力、生产率和效率都会急剧下降。这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组织的团队都会产生真实的影响。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唯一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对我们理解纠结的大脑如何影响商业决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之前，主流的观点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决策制定者，我们基于对潜在利润与损失的理性评估来做出财务决策和经济决策。但卡尼曼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证明这是错误的。

有一个被称为“最后通牒游戏”的经典实验是这样的：研究者请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来到实验室，给了其中一个人10张1美元的钞票，告诉他可以按他喜欢的方式在自己和另外一个实验对象之间分配这笔钱。比如，他可以把10美元都留给自己，也可以四六分，等等。然后手握10美元的被试给对方下一个最后通牒：“接受或不接受我给你的钱。”关键就在这里：如果接受者选择不要钱，那么两个人都得不到钱。

在传统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相当简单。一个理性的人将总是会接受这一交易，不管给他的钱多么少。毕竟，即使只有1美元，那也比他们进来时多拥有1美元呀。但实验表明，大部分接受者实际上拒绝了1美元甚至2美元。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理性地权衡选择，而是允许自己的情绪，通常是最初的愤怒和气恼占据上风。当然，这并不合乎情理，因为他们拒绝了白给的2美元，并变得心怀愤恨。但是这样的选择总是在发生。当神经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时发现，大脑的边缘系统越活跃，更少的金钱分配就越可能遭到拒绝。正如一位研究者所写的：“这些发现表明，当参与者拒绝一个不公平的分配时……这似乎是一个强大的（似乎消极的）情绪反应。”

我看到“反射”给世界各地许多公司造成了巨大破坏。这正是股东们高买低卖的原因，即使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做出相反的行为。这也是我们成为市场泡沫的牺牲品，以及当泡沫破裂时，市场会崩溃的原因。正如贾森·茨威格（Jason Zweig）在《当大脑遇到金钱》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知道因恐慌而出售是个糟糕的主意。”但当大脑按下恐慌按钮时，理性就飞出了窗外，钱包、事业和最终结果都要受到损害。

重获控制，一次一个圈

那么如何从“反射”那里重获控制，并把它交回“思考者”的手中呢？答案是佐罗的圈。我们需要征服的第一个目标或首先需要画的圈是自我意识。实验表明，当人们被诱发出高水平的沮丧时，恢复最快的那些人能识别出他们的感受，并把这些感受说出来。大脑扫描出来的信息几乎能够马上削弱这些消极情绪的力量，提高幸福感，改善决策技能。因此不管是在日记中写下这些感受，还是同一个自己信任的同事或密友谈谈，把你感受到的这些压力和无助感用语言表达出来是重获控制的第一步。

一旦你掌握了自我意识的圈，下一个目标就应该是鉴别。鉴别出情境的哪些方面你能控制，哪些方面你不能控制。当我与“法则4”中提到的那位上海经理及其同事一起工作时，我要求他们写出所有的压力、日常挑战和目标，然后把它们分为两类：他们能控制的事情和他们不能控制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张纸上、一个Excel表格上甚至马提尼酒吧的一张餐巾上做这个简单的练习。关键是挑选出那些不在我们掌控中、必须将其赶走的压力，同时识别出付出努力就能产生真正影响的领域，这样我们就能相应地集中精力。

一旦受训者列出了确实在他们控制内的事情，我就让他们确定一个能很快实现的小目标。通过缩小行动范围、集中精力和努力的方向，就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你可以这样想一想：洗车的最好方法是把大拇指摁在水管的喷口上，这样可以使水压更集中。在工作中，同样要使你的努力集中于你能发挥作用的那一小块领域。通过一次处理一个小挑战，慢慢向外扩展圆圈，我们就能够重新认识到行为对结果有直接影响，以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了更多的内控点和对自身能力的更大自信后，我们就能向外扩展努力了。

一开始，有些事业上总是一帆风顺的人难以接受这一概念。三年前，我曾与一个非常忙碌的副总裁一起工作过，她不想再让工作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就想开始跑马拉松。她那时身体不在最佳状态，由于之前一直忙于工作，根本没有锻炼过身体，但她相信既然她能管理一个跨三大洲的超大团队，她也能做到跑完42公里。我不是专业的长跑运动员，但我担心她这巨大的野心会给她带来麻烦。因此我主动向她提了一点建议：“如果你以前没有跑过马拉松，也许你应该慢点开始，可以先绕着体育场的跑道跑几圈，然后再逐渐增加。”

她不喜欢这个主意。“绕圈跑？”她说，“你不明白。我想在一个月后跑马拉松。我需要马上开始长跑。”她购买了光鲜的鞋子和高科技装备，一开始在每天上班前，她严格地坚持跑步。两周后，她累得筋疲力尽，小腿受伤，上了夹板，而她还没跑到8公里，这让她感到很沮丧。于是她放弃了——离她的目标还差34公里。由于她不愿意从小圈开始，一下子就做得太多，结果失败了。她对此感觉很不好。

然而，当具体到工作时，我们也常常面临着不理性的期望，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和别人对我们的期望。但是当目标不可实现时，我们就像这个达不到目标的马拉松选手一样变得沮丧、泄气和手足无措。在今天过度注重结果的工作场所里，我们变得没有耐心，却变得过于有野心，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们想成为一流的推销员，想拿最高奖金，想拥有最大的办公室，并且现在就想要。如果我们聘用了一位新的CEO，我们期待下一季度就实现盈利；如果我们聘请了一个新的主教练，我们期待下一场就能赢。我们总认为，如果改变不是立竿见影和巨大的，就不值得去改变。电视文化教我们相信，在30分钟内（除去广告时间）对房屋、身体和心灵进行彻底的大整修是可能的。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这种要么全、要么无的心态几乎总是会导致失败。而且，尝试未果的沮丧和过大的压力会劫持我们的大脑，启动那个潜伏的无助引擎，使得我们的目标更难以实现。

不管你曾听过哪些激动人心的演讲、训练及类似的形式，伸手就想够着星星注定要失败。在第一部分我曾讨论过把可能性的界线向外推的问题。我的确相信这么做很重要，但不会一蹴而就。这就是为什么目标设立理论方面的心理专家提倡设立中等难度的目标。目标不能太容易，让人唾手可得；但也不能太困难，让我们感到沮丧并放弃。当面临的挑战特别困难，回报太遥远时，设立较小的、更可控的目标能帮我们树立信心，并随时发现和庆祝我们的进步，使我们更专注于手头的任务。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彼得·布雷格曼（Peter Bregman）建议的那样：“不要写一本书，而是写一页……不要在前6个月就期待成为一位优秀的经理人，只是去试着设立期望吧。”

不管最初的圈有多小，它都能带来大的回报。运用佐罗的圈可以把小的变化转变成重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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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在《一万小时天才理论》(15)一书中，丹尼尔·科伊尔讨论了“发现并改进小问题”的策略是如何帮助企业发展的。这种做法指的是专注于小的、渐进的变化，比如通过把垃圾箱向左移动0.3米以改进生产线的效率。正如科伊尔指出的那样，每一个微小的修正加起来能带来每年100多万次的改进。


现在就画你的第一个圈

我曾与一家广告公司的首席文案一起工作过，她发现要让自己不担心公司的财务状况很难——启动了多少客户服务，艺术部门进行了什么设计，她的老板是否开始裁员。而一旦她认识到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在她的控制内，认识到担心这些事只能加剧她的压力，她就又把注意力转向工作、办公室以及生活中困扰她的许多方面。

我让她列出两个表——她能控制的和她不能控制的。如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她震惊地发现她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被归入了第一个表（“能控制的”）。她管理着一个由8个人组成的团队，他们都是有才华的撰稿人，都诚恳地向她寻求指示和指导。她负责领导创新会议，在会上用头脑风暴法为每位客户量身打造新观念。她或许不是顶级主管，但公司投放的客户广告上的每个词都要经过她的手。

因此对于她的第一个圈，我们设立了下面的目标：只改进她自己写的东西。重新让自己投入这一可掌控的目标不仅帮她把精力集中于她能处理的事情。而且最棒的是，一旦她自己的绩效改善了，她的影响圈子也真的扩大了。她的写作越好，她的团队越是努力以她为榜样，团队的高绩效很快成了其他部门的模范，其他部门也相应地焕发出了热情与创造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原来以为无法控制艺术部门的设计，实际上她一直在间接影响他们的设计。这给了她信心把眼界放得更高。很快，她的领导才能对公司的整个绩效都产生了巨大的贡献。

当我们盯着排得满满的日程表、塞满未处理文件的收件箱或桌面时，我们经常会感到压力巨大，或者情绪被绑架了。看着像小山一样摞起来的文件高耸于办公桌上，或者有300封未读邮件时，我们的控制感就会飞到九霄云外。作为大一新生辅导员，我曾向许多秩序混乱的学生提过建议，他们中从典型的不整洁到病态的混乱都有。在我工作的第二年，消防部门向我报告了一位学生的情况，他的名字叫乔伊，是一位网球选手，他的房间里堆满了比萨盒子、空瓶子、散乱的报纸和摇摇欲坠的课本。消防安全员担心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乔伊可能很难逃离他的房间（更不要提去上课了）。

有些混乱可能被认为是有序的混乱，因而得到欣赏，但乔伊的混乱已经到了有害的地步。一方面，他想让生活有秩序；另一方面，仅仅想到要处理这一规模空前的灾难现场，就会让他崩溃。因此我们真的画了一个圈。我发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摞纸，于是我们绕着桌子画了一个直径0.3米的圈。“让我们把这张桌子收拾干净，”我告诉乔伊，“把每份文件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然后，我告诉他，第二天的任务是保证这块新的整洁区不受混乱的威胁，而没有马上让他收拾其他的地方。按照乔伊通常的习惯，这甚至都是一项困难的任务（第二天他承认确实如此），但他设法做到了。一旦他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干劲就更足了一些。因此接下来我们选择了桌子的另一个角落，并应用了相同的规则。后来的每一天都伴随着一个清除凌乱的圆圈，根本不用提什么增强控制感和加大对这一任务的投入。只用了两周，这个房间已变得一尘不染了。通过建立成功的小圈，然后逐渐向外扩展，乔伊掌控了他生活中更大的圈。他很高兴，消防部门也很高兴。

一张凌乱的桌子本质上与一个杂乱的收件箱没什么区别，这是困扰太多员工的一个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生活中的事物都控制了我们生活的功能，结果效率就降低了。我曾为一家大型生产企业的员工做过一次报告，报告结束后，他们的一位高级主管巴里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们甚至还没进他办公室的门，他就开始为他房间的凌乱向我道歉，他的办公室看上去就像被一个4岁的孩子刚刚扫荡过。但是在巴里的脑海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的电子邮件。他承认他的收件箱里有400多封邮件，这是在过去两个月里由于他一直忙于一个项目而积累起来的。现在项目完工了，他知道他必须开始处理这些信了，但仅仅想到这件事就让他感到恐惧。当他在电脑屏幕上翻阅所有未读来信时，我越过他的肩膀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3分钟后，他还没翻完25%的信息。“我永远也不会从这座大山下挖出东西来，”他说，“我宁愿我的电脑染上病毒，把整个计算机都毁掉。”他的压力水平在那一刻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一封新邮件都向他的身体输送进一种本能的压力反应。他不仅想离电子邮件远远的，而且已经被这种情况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想做任何工作了。

我答应帮助他。首先，我告诉他，他需要消除越来越严重的焦虑感。这个收件箱不是剑齿虎。它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计划和有意识的努力，而不是肾上腺素激发的恐慌来解决。我能看出他需要找人谈谈这个问题，把他的感受说出来，这样能够把困难从他大脑的情绪部分转移到解决问题部分。我提醒他，自我意识对于情绪绑架是一剂速效良药，我建议他在眼前放一个笔记本，每当他感到压力上升时就草草记下他的想法。然后我们画出了他的第一个圈。

处理两个月的未读邮件不是一个人能马上做到的，而巴里需要马上看到一些进展。于是我告诉他忘掉那些今天以前收到的邮件，只回复每一封新邮件。处理新邮件三四天后，一旦他开始感到对情况有所掌控，就可以翻看前一天的邮件并处理它们。就这样，一次多处理一天的邮件，直到慢慢地清理完毕。我也告诉他，他一天花在这一任务上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即使微小的、渐进的任务也会很快升级为不可承受的挑战，看不到尽头。

三周后，我收到了巴里的一封邮件。他骄傲地告诉我，如果我立刻给他回复的话，我的邮件将是他收件箱里仅有的5封邮件之一。我感到很惊讶。而且，他还附了一张他一尘不染的办公室照片，与我第一次碰到的扫荡场面相比，简直认不出来了。我给他回邮件说，假如他没有从欧迪办公公司的广告中粘贴图片的话，我要恭喜他的整洁有序。他从小的、可掌控的步骤开始前进，现在可以庆贺大的成功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西南部人，佐罗从来没有去过纽约和犯罪分子做斗争。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使佐罗成为英雄的法宝也使纽约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城市。在《引爆点》一书中，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描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纽约官员如何与日益上升的犯罪率做斗争的故事。当时犯罪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没有人知道怎样去治理，不管城市投入多少金钱，不管警察做什么，似乎都不能压制这一危险的趋势。最后，一小组官员采取了一种激进的新策略（基于著名的“破窗理论”），让大家大吃一惊。破窗理论是由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和乔治·凯琳（George Kelling）于1982年首次提出的，它解释了小的破坏行为如何快速膨胀成为大规模犯罪。该理论认为，在一座废弃的大厦里，一块碎窗户很快就会导致更多的碎窗户，还会引起胡写乱画，然后是抢劫，接着是汽车被盗，等等。

因此，这些市政官员决定试试这一理论反过来是否也能生效。他们从地铁开始，修理窗户和清洗胡写乱画。正如格拉德威尔解释的那样，“那时许多建议者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涂鸦，而要把注意力放在更大的犯罪问题和地铁的可靠性上，这个建议听起来似乎合理。当整个系统接近崩溃时去担心涂鸦，就像泰坦尼克号撞向冰山时还在擦甲板一样没什么意义”。

虽然存在这些质疑声，但市政官员还是坚持他们的计划，努力逐步扩大战果，使清理区域覆盖越来越多的地铁线，直到城市的所有地铁都被清理干净。随着他们的圈扩大，成果也开始扩大。不久，各种地铁犯罪，从打架斗殴到武装抢劫，都迅速减少了。后来他们把圈扩展到大范围清洁城市里的胡写乱画，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很快看到，犯罪率在全市范围内下降了。

“小小的成功能够累积成巨大的成就。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在沙子上画出第一个圈。”


法则6：
用“关键20秒”培养好习惯

为我们想养成的习惯减少启动能量，为我们想回避的习惯增加启动能量，就能开始积极的变化。

每日的“关键20秒”可以将坏习惯从阻力最小的路上移开，将最想要的行为和结果置于阻力最小的路上。




在我刚开始在华尔街做培训时，有一次，一位看上去极不耐烦的男士从房间后面站出来，在他的众多分析师同事前对我大声说道：“肖恩，我知道你来自哈佛，很了不起，但你讲的这些东西难道不是对时间的极大浪费吗？积极心理学不就是常识吗？”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下沉。我那时从事咨询业时间还不够长，不知道公开遭遇挑战在这一行简直是家常便饭。但我还是尽我所能，尽力正面答复了这一严厉的提问者。我开始告诉他，积极心理学的观念来自许多令人敬重的思想之源，包括古希腊哲学家、现代的作家和思想家。我继续说，而且，这些法则和理论已经经过了实证检验，科学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虽然积极心理学信奉的一些观念可能是常识，但科学的支撑使它们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很明显这个家伙并不买账。他带着沾沾自喜的表情坐回去，我接着讲下一个问题，努力接受“你不可能赢得所有人的心”这一令我心碎的事实。

直到这次报告后，我与几位分析师共进午餐时，这次冲突的重要意义才显现出来。“你还记得在你做报告时站起来的那个家伙吗？”他们中的一人问我。我说我对此印象深刻。另一位分析师靠近我说：“那个家伙是这儿最不快乐的人。似乎每时每刻都有乌云笼罩在他的头上。我们不能把他放在任何团队中，因为他会危及团队。”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转折点。这个人不接受我刚刚所讲的大部分内容，因为他认为我讲的东西很明显，甚至无须讨论。然而显然它还不够明显，因为我意识到在他身上活生生地体现了人类行为的最大悖论之一。

如果我告诉你香烟不是维生素C的好来源，或者连续看几个小时的电视真人秀不会显著提高你的智商，你会感到惊讶吗？也许不会。同样，我们都知道应该锻炼身体、每天睡8个小时、吃更健康的食物、对他人表示友好，但是这些常识让做这些事情更容易了吗？

“常识不等于日常的行动。”

当然没有。因为在生活中，知识仅仅是战斗的一部分。没有行动，知识通常是没有意义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要成为优秀的人，我们不能只有优秀的想法或者优秀的感觉，我们必须优秀地行动才行。然而，让人们将所知变成所做常常是最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医生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锻炼和节食的重要性，但仍有44%的医生超重。这也是很多企业领袖常常很邋遢，甚至一些积极心理学家总是不快乐的原因。我曾与许多企业界人士一起工作过，他们抱怨说每周一他们都会下同样的决心，要停止拖延或者要戒烟，要及时回复邮件或更多地与孩子相处，但每周五他们都发现：这一周怎么又过去了，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他们的行动？

事实是，积极的习惯很难保持，不管它们多么富于常识性。像大部分人一样，我也在每年的1月1日开始做同样的战斗，而到了1月10日，我又回到了原地。《纽约时报》曾报道，实际上多达80%的人都未履行新年的决心。即使我们准备致力于积极的变化，要保持一段时间似乎也不太可能。更常见的是，我们的承诺得不到履行——今天的跑步机变成了明天的晾衣架。如果我们的大脑有能力去改变，那为什么改变行为如此困难呢？我们如何能使改变更容易些呢？

我们是习惯的集合

在哈佛的实验室做研究工作的那些年里，我每天上班都要乘坐威廉·詹姆斯大楼的电梯。这座15层的大楼几十年来一直是哈佛大学心理系的家园，在这里涌现出许多有趣的实验，从斯金纳和他著名的箱子，到狂躁的黑猩猩，再到基因被精心设计过的老鼠。不过，以这座大楼的名义发现的研究成果可能是它最骄傲的遗产。

威廉·詹姆斯凭借自己在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詹姆斯出生于19世纪后半叶，他运用自己在医学、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终其一生研究人类的思维。他于1875年在哈佛首开实验心理学课程，1890年出版了《心理学原理》一书，这本1 200页的心理学指南成为现代心理学教科书的先驱。正如我每年都对学生讲的，在你大声抱怨这周的阅读作业前，请想一想那些上詹姆斯课的可怜的本科生。

不过在我看来，詹姆斯对心理学最伟大的贡献比他所处的时代超前了一个世纪。他说，人类从生物学角度上看，很容易受习惯的支配，这是因为我们都“只是习惯的集合”，这样我们才能自动执行许多日常活动——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刷牙，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是设闹钟。

这是确切无疑的，因为习惯是如此自动化，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停下来思考过它们在塑造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毕竟，如果我们必须对一天中所有小事都进行有意识地选择的话，那我们可能到吃早饭时就已不堪其扰了。以今天早晨为例，我猜你不会起床后走进洗手间，好奇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自言自语道：“我今天应该穿衣服吗？”你不必为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也不必调动你的意志力。你只要去做就行了，用同样的方式梳头、喝咖啡、锁门，等等。除了暴露狂外，你不必整天提醒自己把衣服穿上。这不是一场战斗，不会消耗你储存的能量或脑力。这只是人的第二本性，一种自动的习惯。

这些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没什么新奇的。但是詹姆斯的结论对我们理解行为的变化确实很关键。根据詹姆斯推测，由于我们有按习惯行动的自然倾向，那么要保持积极变化的关键不就是把每一个想要达成的行动都转变成习惯吗？这样它就会自动地实现，而无须太多努力、思考或者选择了。正如这位现代心理学之父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想要产生持久的变化，就应该“使神经系统成为我们的同盟而非敌人”。

当然，这与谚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相似。好的习惯也许是我们需要的答案，但怎么养成这些好习惯呢？詹姆斯对此颇有良方——他称为“日常努力”（daily strokes of effort）。这并不是一种新发现，从根本上讲这是对古老格言“熟能生巧”的重新加工。不过他仍然点出了一些更复杂的东西。他认为，习惯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大脑为了回应频繁的练习而发生了改变。

“习惯就像财务资本，今天形成的习惯就是一笔投资，它将在未来若干年内自动地产生回报。”

实际上，詹姆斯持有的这一观点完全正确，不过直到100年后神经科学家才解释了其中真正的原因。还记得大脑的结构和通路是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吗？实验证明，当我们在一天里学习新东西、完成新任务、展开新谈话时，大脑会不断地改变并重新建立联结来反映这些经验。由于神经科学细致入微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在这个“坚果外壳”下发生着什么。大脑内有无数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互相联结在一起，形成一套复杂的神经通路。电流从这些通路流过，在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间传递着信息。这些信息构成了我们的每一个思想和行动。我们从事一项特定活动越多，在相应的神经元之间就会形成越多的联结。这种联结越牢固，信息沿着通路流动得就越快。这样这种行动就成了第二天性或自发行为。

这也是我们如何通过练习变得熟练的过程。例如，当你第一次试着玩杂耍时，没有相关的神经通路可供使用，因此信息流动缓慢。你花越多的时间练习杂耍，这些通路就越能得到强化，因此在练习的第八天，电流就能以比较快的速度流动。这时你会注意到杂耍变得容易了，需要更少的注意力，还能很快地做到。最终，你能够一边听音乐、嚼口香糖、与别人聊天，一边把三个橙子同时抛在空中。玩杂耍变成了自动的行为，变成了一种习惯，已经通过一种新的、牢固的神经通路在你的大脑里巩固下来。

鉴于詹姆斯在很久前就持有这么多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应该原谅他搞错的一件事。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科学家一样，他相信只有年轻人能产生持久的大脑改变。本质上讲，这属于“你不可能教会一只老狗新把戏”的思想。幸亏这不是事实。回顾本书前面提到的内容，科学家们现在知道，在20岁之后大脑仍富有弹性和可塑性，甚至到年老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有力量生成新的习惯并收获其中的好处，不管是22岁还是72岁。

当我第一次了解到这种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时，我急切地想检验一下它。一周内每天做同一件事，我就能真正重新联结大脑，养成一种新的生活习惯吗？到该做一次实验的时候了，而做这个实验最容易的方法是让我自己成为实验对象。

我决定重新开始弹吉他，既然我已经拥有一把吉他，而且知道自己喜欢弹。常言说，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的时间，因此我决定制作一个带21栏的表格，把它贴在墙上，我弹一天吉他就在上面画一个勾。我对3周结束时达成以下4点目标感到很有信心。

1．我有一个画满21个勾的表格。

2．每天弹吉他已成为我生活中自发的、固定的一部分。

3．我的吉他弹奏技术提高了。

4．我会更快乐。

3周后，我带着厌恶的心情把表格撕了下来。我盯着表上的4个勾和接下来的整片空格子，更多地感到了失望和尴尬。我的实验失败了，我离音乐家的目标没有近一丁点儿。更糟的是，我为自己这么快就放弃而感到震惊和沮丧。一个积极心理学家本应更好地遵循他自己的建议的！现在吉他就放在壁橱里，离我只有20秒的步行距离，我却不能把它取出来并弹一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结果证明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语不过是自欺欺人。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在进行一场错误的战斗，一场我注定要失败的战斗，除非我改变策略。

沙哈尔喜欢讲一个被他称为“巧克力蛋糕”的故事。在他的家乡以色列，他妈妈因能做出美味的巧克力蛋糕而闻名。一天下午，当沙哈尔和他的朋友们从学校回到家时，他妈妈从烤箱里拿出一块巧克力蛋糕，给每个人分了一片。沙哈尔没有吃，因为他要参加全国壁球锦标赛，必须遵守严格的饮食起居制度。因此当他的朋友们大块朵颐时，他只是坐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那天半夜，当其他人都在熟睡时，沙哈尔悄悄地走进厨房，大口吃掉了剩下的蛋糕。一口都没剩。

任何曾经试图执行严格节食的人都经历过这种意志力考验的失败。我们一再地限制自己，直到忽然有一刻我们再也承受不住了，闸门被冲开。在成功地吃了5天胡萝卜和豆腐之后，接着就去吃一顿比萨饼大餐或者吃一顿够5个人吃的盛宴。正如每一位节食者会告诉你的那样，完全依靠意志力来抵制不健康食物几乎总会故态复萌，这就是那些节食失败的人比那些吃得健康但不限制自己的人更可能增加体重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只有20%的节食者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节食后的体重的原因。我们越是努力地克制，最终就越难做到。

关键是，不管是严格的节食、新年决心还是努力每天练习弹吉他，我们不能保持改变的原因都在于过度依靠意志力。总相信自己仅凭意志的力量就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或者颠覆生活习惯。沙哈尔以为，只要告诉自己正在节食就足以使他远离妈妈的巧克力蛋糕。我以为，只要告诉自己遵守一些表格就足以约束我去练习吉他。嗯，这的确起了作用，不过只有4天。然后我又回到了老路上。

改变为什么那么难

意志力对保持改变基本无效的原因是，我们运用意志力越多，意志力就消耗得越厉害。也许你凭直觉就知道这一点，但著名的研究者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用了几百块巧克力曲奇饼，招募了许多实验对象，才证明这确实是事实。

在关于意志力的众多研究中，鲍迈斯特及其同事请大学生来到他们的实验室，告诉他们在实验前至少3个小时不要吃东西。然后把他们分为三组。第一组人分到了一盘巧克力曲奇饼，并告诉他们不要吃，同时又给了他们一盘萝卜，告诉他们可以随便吃；第二组分到了同样的一盘曲奇饼和一盘萝卜，但告诉他们喜欢什么就吃什么；第三组人没有分到食物。在这种条件下，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分给他们一系列“简单”的地理题目去解决。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简单”。实际上，这是心理学实验喜欢用的另外一个工具：没法解决的题目。

正如我在“帮助老人”的实验中吃尽苦头后了解到真相一样，心理学研究者喜欢运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观察参与者能坚持多久。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组和第三组坚持的时间都比第一组长，第一组人很快就举双手宣告失败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之前运用了全部意志力抵御巧克力曲奇饼的学生已经没有剩余的意志力或心理能量与复杂的题目作战了，即使抵制巧克力曲奇饼和坚持解难题似乎完全没有关系。

其他一些研究也设计了许多不同的任务来考验意志力，最后的研究结果都差不多。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人们观看一部幽默电影，同时控制自己不能笑，然后再完成一个困难的字谜游戏。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人们写下超重者一天的生活，但不能运用任何老套的描述，然后让他们抑制一个特定的想法，如“不要去想一头白熊”。不管任务是什么，他们第二项任务完成得总是比第一项任务差。如果他们能坚持10分钟不笑，那么在字谜游戏上就坚持不了；如果他们抑制了老套的描述，那么他们就禁不住要想一头白熊，诸如此类。

这些实验的关键是要表明，不管这些任务之间多么不相关，它们似乎都在利用同样的资源。正如研究者所写：“许多不同形式的自我控制汲取的是同样的资源或自我控制力量，这种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很容易耗尽。”换种说法，即我们运用意志力越多，意志力就削弱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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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运用的意志力越多，意志力就削弱得越多。许多不同形式的自我控制汲取的是同样的资源或自我控制力量，这种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很容易耗尽。


不幸的是，我们每天都面临着许多消耗意志力的任务。不管任务是抵御公司午餐桌上的沙拉、长时间专心处理一张计算机表格还是坚持开完3个小时的会议，我们的意志力总是在接受考验。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屈服于旧习惯，屈服于最容易和最舒服的路径，这真的一点儿也不奇怪。这股力量把我们拉向阻力最小的路径，它对我们生活的支配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对变化和积极成长形成了无形的阻碍。

当凯西周二坐在桌子前时，她开始想象即将到来的周六和那天所有可能做的事情。她想骑自行车、在当地的公园里参加一场临时组织的足球比赛、到博物馆参观画展，她甚至想一头埋进她早就想读的那堆书里。像所有人一样，凯西有许多业余爱好和活动，它们吸引她的兴趣和精力，使她的日子充满了活力，并使她感到快乐。不过，当自由的周六真正到来时，她都做了些什么呢？很明显，她没有去骑自行车或者去足球场，当然也没有去参观画展，虽然只有20分钟的路程！电视遥控器伸手就能够到，而电视台正好在播放真人秀节目。4个小时后，凯西深陷在沙发里，带着无精打采的失望感。她本来对这个下午有更好的计划，可是现在她怀疑这些计划出了问题。

凯西身上发生的事也是所有人时常会遇到的。不活动是最容易的选择。不过，我们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喜欢它。美国人觉得享受闲暇比享受工作更难，这听起来有点偏激，但仔细想想：大部分工作都需要发挥我们的能力，积极思维，追求目标，这些都有助于积极情绪。当然，休闲活动也能做到这些，但它们并不会对我们提要求，因为没有“休闲老板”在周日早上靠过来告诉我们，“你最好早上9点准时到达艺术博物馆”。我们常常发现要积聚精力开始休闲活动是很困难的，于是走上了阻力最小的路，这条路总是让我们陷入沙发里看电视。由于我们只是“习惯的集合”，因此我们越经常地屈服于这条路，改变就变得越困难。

虽然这类“被动休闲”活动，比如看电视和上社交网站，比骑自行车、看画展或踢足球更容易、更方便，但这些活动并不能带来同样的回报。研究表明，我们对这些活动只能欣赏和投入30分钟，然后它们就开始消耗我们的精力，产生心理学家所谓的“精神熵”（psychic entropy），即凯西经历的那种无精打采、缺乏兴致的感觉。

另外，“主动休闲”活动，比如业余爱好、游戏和运动能增加我们的注意力、投入感、动机和愉悦感。

研究表明，美国青少年在从事一项业余爱好时体验到的那种振奋的愉悦感是看电视时的2.5倍，一项体育活动产生的愉悦感是看电视时的3倍。然而悖论正在这里：同样是这些青少年，他们在看电视上花的时间是从事体育活动或者业余爱好的4倍。这是怎么回事呢？心理学家希斯赞特米哈伊的话更有力量：“为什么我们愿意多花4倍的时间来做一些事情，但结果却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概率连一半都达不到呢？”

答案是我们被强有力地、磁铁般地吸引到那些容易的、方便的、已形成习惯的事情上，要克服这一惰性尤其困难。主动休闲更令人愉悦，但它几乎总是需要更多的起始努力才行——把自行车推出车棚、开车到博物馆、调吉他，等等。希斯赞特米哈伊称之为“启动能量”。在物理学上，启动能量是激发一项反应需要的最初火花。要开始一个积极的习惯，人们需要同样的能量来克服惰性，不管是物理的还是心理的。否则，人类的本性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带到阻力最小的路上。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启动能量”在物理学上是指激发一项反应需要的最初火花。人们需要同样的能量来克服惰性，不管是物理的还是心理的，才能开始一个积极的习惯。主动休闲更令人愉悦，但它需要更多的起始努力才行。然而，如果不这样，人类的本性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带到阻力最小的路上。


你或许可以想象得到，广告商和营销商正是通过阻力最小的路来赚钱的。你曾经买过让你回寄资料后可以部分退款的东西吗？你真的回寄过退款程序所要求的资料吗？我想没有。这就是商家会提供这种“优惠”的原因。这也是杂志会让我们免费订阅五周，然后从第六周开始自动从我们的账户上扣钱的原因。当然，我们可以拒绝这一优惠，只要把那张小卡片寄回去，上面写上：“不，谢谢你们，我想取消订阅。”但是，这需要太多的启动能量，对杂志而言这一小小的招数奏效了。

在营销领域，表达这一思想的术语是“自愿退出”（opt-out）。这真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它极好地利用了人类的心理。自愿退出营销是指当人们在没有意识到已同意加入邮寄列表时，如果他们不想再接受接二连三的促销邮件，就必须主动地取消订阅。取消订阅需要在邮件的最下面发现最小的那个链接，然后点击一个或两个网页，最后到达想去的目的地。商家估计，这一过程牵涉的精力和努力比大部分人愿意付出的要多，而通常这一估计都是正确的。

马丁·林斯特龙（Martin Lindstrom）(16)是一位营销专家，他运用神经科学来探索我们的消费心理与习惯。他指出，电话公司是这一策略的特殊实施者。虽然几乎总是有比现在使用的套餐服务更好的月套餐推出，但我们通常都会继续保持默认状态，因为要调查套餐的优劣太困难，而转变计划就更困难了。林斯特龙所做的一项有趣的实验与著名的诺基亚手机铃声有关，这种铃声或许是世界上最普遍的四音符音乐，它揭示了阻力最小的路对我们的强大影响力。林斯特龙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分析人们在听这种铃声时的大脑，结果发现人们普遍会产生消极的情绪反应。然而令人惊讶的是，8 000万手机用户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手机铃声。既然每次接电话时这种铃声都会让耳朵不舒服，而且让人们情绪不佳，可为什么人们还愿意保留这种铃声呢？因为这是默认选择。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默认选择到处都存在，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塑造了我们的选择和行为。

在食品杂货店里，我们更多地购买那些直接映入眼帘的食物，而较少购买那些需要抬头或者蹲下去寻找的食物。每一个零售商都了解这一点，因此可以确定，他们会把最贵的品牌放在与眼睛平行的地方。网络广告商用精密的眼球追踪仪器进行市场调研，开发出网页上放广告最完美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无须花费任何额外精力就能看到的。在服装店里，衣服的摆放也充分利用了我们易受默认选择影响的特点。正如林斯特龙指出的，我们触摸一件衣服的质地就像做了一个“感觉测试”，我们会更可能购买这件衣服，因此最昂贵的衣服总是放在这个完美的高度来提供这种体验。下一次当你走进一家服装店时，你可以试验一下。当你的双手碰到两侧时，两边的衣服都正好碰到你的指尖，像在乞求你的触摸似的。

在工作中，阻力最小的路会导致适应不良，引诱我们形成一些坏习惯，这滋生了拖延问题，并降低了效率。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现在我必须飞到中国香港，因为这种情况的诱惑力已经击中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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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阻力最小的路会导致适应不良，引诱我们形成一些坏习惯，这滋生了拖延问题，并降低了效率。


这是我为中国香港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做培训的第二天，泰德是该公司营销团队的经理人之一，正在为完不成工作任务而抓狂。不管干了多少活儿，他总是感到落后，必须不停地延长工作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工作。“我现在除了工作什么也不做，”泰德承认，“而时间仍然不够。”

我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很常见。不管我在哪个国家或者与什么人交谈，我都听过同样的话，几乎一字不差。

不管干什么工作，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把一切做完。8小时的工作日变成了12小时、14小时，但我们仍然感到落后。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我们想变得有效率就这么困难呢？在听完泰德描述了他一天从早到晚是如何度过的之后，有两个重要的答案显现了出来：

1．泰德总是在工作。

2．泰德几乎从来不工作。

泰德早上7点到达办公室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网络浏览器。他的主页是CNN，于是他开始阅读这一天的重要新闻。他的目的是浏览重要的新闻概要，然后再做其他事情，但最终他不可避免地点击了其他吸引眼球的链接。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打开了两个不同的网址，在网站上查看他的股票和投资情况，了解它们在一夜之间的涨幅情况。

接下来，他开始查看电子邮件，而邮箱整天都会保持打开的状态，每次收到新邮件，邮箱都会发出提醒。一旦他浏览收件箱，就会点击更多的链接和附件。现在他准备开始工作了。一般而言，泰德在喝咖啡休息之前能真正工作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然后他坐回到电脑前，不禁注意到他的主页上有一组新的新闻概要需要浏览。这是什么？10封新邮件？他最好读一下。然后他又查看了他的股票，确定金融大战没有爆发。最终，泰德重新集中注意力，开始了日常工作，写一份新的营销计划……这只持续了大约10分钟，这时新邮件来了，再次干扰了他的注意力。

这听起来很熟悉吗？经过大致计算，我们发现，泰德可能在1小时内查看3次股票、5次电子邮件，浏览1次新闻网页。这种情况实际上非常典型。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报告说，员工平均每天花在电子邮件上的时间是107分钟。在与伦敦一家公司的员工的交谈中，他们承认，1小时内他们会查看股票四五次，即一天35次。难怪要把工作都做完是如此困难！

这甚至还不是事情最糟糕的部分。我们实际花在分神的东西上的时间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每次我们分神后，会很难再集中注意力。研究表明，员工平均每工作11分钟就会被打扰一次，每一次都伴随着注意力的丧失，而要返回到工作中几乎需要同样多的时间。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太容易被诱惑了。正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在过去，分神常常指削半打铅笔或者抽一支烟。但今天，我们面临着五花八门的干扰源，这使得专注于一项任务更困难了。”

当我和泰德一起想办法来解决分神的问题时，我忽然顿悟：使我们陷入麻烦的并不完全是分神的数量，而是我们太容易分神了。想一想，如果你想查看股票，你必须坐在那里看着股票报价滚动吗？当然不用。你可以在一个网站上为你感兴趣的事物设置更新提醒，这样它会为你定期提供更新。

如果你想读最新的政治新闻或者最热门电影的一些评论，你必须浏览许多网站和博客才能找到想要的文章吗？绝对不用。你可以设置RSS(17)提供你喜欢的博客主题，并通过它把文章发送到你的收件箱。类似地，你可以获取所有你喜欢的体育新闻、名人绯闻、饭店评论及其他一切发送给你的信息。科技或许使我们更容易节省时间，但同时也使我们更容易浪费时间。

“分神，只是一个点击而已，它已经变成了阻力最小的路。”

用“关键20秒”改变工作与生活

由于被阻力最小的路席卷，泰德陷入了一系列坏习惯中，其中包括拖延。这让我不禁思考：干扰泰德效率的心理机制是否也同样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坚持弹吉他的训练。是阻力最小的路让我游离于正确道路之外了吗？我回顾了最初的那个实验：我把吉他塞进了壁橱里，既看不见，也触摸不到。当然，距离并不算很远，只是从卧室走到壁橱取出吉他这20秒钟的额外努力成了我弹吉他的主要阻碍。我曾努力用意志力来克服这一障碍，但只坚持了4天，我的能量就完全耗尽了。如果我不靠自我控制，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养不成任何习惯。现在我想：如果我消除了启动能量所需的20秒会如何呢？

很明显，到了再实验一次的时候了。我从壁橱里取出吉他，花2美元买了一个吉他架子，把它放在我卧室的正中间。现在不再有20秒的距离，吉他伸手就能够到。除此之外，其他并没有改变。三周后，我自豪地看着画满21个勾的习惯表格。

从本质上讲，我所做的就是把想要达成的行为置于阻力最小的路上，让取吉他和弹吉他所花费的精力和努力比回避它更少。我喜欢把它称为“20秒规则”，因为仅仅通过20秒就清理了改变之路的障碍，而这是帮我养成一个新的生活习惯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实际上，做出改变所需要的时间通常超过20秒，有时还用不上20秒，但是这一策略本身是普遍适用的。为你想养成的习惯减少启动能量，为你想回避的习惯增加启动能量。

这不是一个新观念，但的确是一个好观念。还记得荷马的《奥德赛》中的一个情节吗？当奥德修斯带领他的船队通过危险的女妖塞壬所在的海岛时，那些唱着诱惑歌曲的美女能引诱所有男人走向死亡。奥德修斯知道他没有力量抵抗这些歌声的诱惑，因此他让船员把他捆绑在桅杆上，以确保他们能安全驶过。因为他知道意志力对他不起作用，所以他在自己和诱惑中间设置了足够多的启动能量。

“我们想养成的习惯所需的启动能量减少得越多，就越能开始积极的变化。”

2000多年后，电影《一个购物狂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hopaholic）中的主人公把她的信用卡冻在冰块里，这样就从客观上阻止了她的冲动购物。听起来可笑，但花10分钟凿开隔在她和信用卡之间的冰块并烘干信用卡足以拖住她这个麻烦的习惯。这也许有点夸张，但实际上财务顾问的确建议那些不能抵制促销诱惑的人把他们的信用卡放在家中的抽屉里，或一个完全够不着的地方。

幸运的是，购物不是我的最大弱点之一，但看太多电视曾一度是。谷歌搜索数据显示，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要看5～7个小时电视。曾有一段时间，我每天看大约3个小时电视，当然这降低了我的效率，减少了我与现实生活中朋友们相处的时间。我很想少看点儿电视，但每次下班回家，我都感到很累，坐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按下“开机”键是如此容易。因此我决定在自己身上做另外一个实验。这次，我把电池从遥控器里取出来，拿着秒表，走了正好20秒的距离，把电池放在卧室的一个抽屉里。这就能改变我看电视的习惯吗？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当我下班回到家，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去按遥控器上的“开机”键时，我对自己说：“我讨厌自己做这些实验。”但可以确定的是，重新安装电池所需要的精力和努力让我却步了。很快我发现自己拿起一本我特意放在沙发上的书读起来，或者拿起放在沙发旁边架子上的吉他弹弹，或者拿起很容易够到的笔记本电脑来写作。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电视的迫切愿望已经减弱，新的活动渐渐形成了习惯。最终，我发现自己在做一些比安装电池需要更多启动能量的事情，比如外出打一场篮球比赛，或者与朋友共进晚餐。我感到比以前更有效率，也更快乐了。

“20秒规则”在我们希望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时是一个关键同盟。研究人员发现，仅仅关上冰箱里冰激凌盒的盖子，就能减少冰激凌一半的消费量。实际上，获取不健康食品花费的努力越多，我们就吃得越少，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营养学家建议我们提前准备健康的小吃以便很方便地把它们从冰箱里取出来，以及为什么他们建议吃垃圾食品时只取出一小份，然后把其余的放在够不着的地方。在《瞎吃》一书中，作者描述了他的一个朋友每天下班途中都忍不住到7-11便利店购买一种叫思乐冰的碎冰饮品。最后，“他决定，如果他不能阻止自己把汽车开到便利店，那他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回家路线，绕过这个诱惑”。不管坏习惯是吃思乐冰、看电视还是工作中的分神，在与坏习惯做斗争时，我们最好的武器都是让我们觉得做它们更困难。

“通过每天增加20秒，我赢回了3个小时。”

为了在自己和恶习之间设置障碍，聪明人想出了很多有创意的方法。比如，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冲动的赌徒可以要求政府把他们列入一个名单，这样他们进入赌场就是违法的，或者要求政府没收他们的赌博收入。一些手机运营商提供一项服务，在周末的某个时段禁止外拨电话（报警电话除外），以此防止饮酒者“醉酒拨号”。Gmail(18)也提供类似的有趣而有效的选择，它要求人们在深夜发送邮件前先解决一系列数学问题，这样就能防止那些醉酒的员工给他们的老板发送错误百出、满腹牢骚的邮件。

政府部门也利用“20秒规则”服务于公众利益。比如，下面这个案例。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民意调查显示，愿意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多，但大部分人都畏于填写冗长的表格。为此有些国家已经转而实行一种“自愿退出”程序，它自动将所有公民都登记为器官捐献者。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退出，但是当列入名单成为默认选择时，大部分人都愿意接受这种选择。这种做法真的有效，当西班牙采用“自愿退出”程序时，器官捐献者的人数立刻翻了一番。


在我偶然发现“20秒规则”之前，除了诊断出营销经理泰德的两难问题外，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对他有更多帮助。但当我认识到为什么他在保持注意力上这么困难时，我认为到了将这个策略运用到职场的时候了，从而将分神从阻力最小的路上移开。

第一步似乎与直觉不符——不再使用办公室里最初设计用来“节省时间”的许多捷径。比如，我鼓励泰德在工作时把电子邮件程序关闭，这样每当他收到新邮件时，电脑就不会再发出刺耳的提醒声了。当他想查看电子邮件时，必须主动地打开程序，等着加载。虽然这么做减少了非自愿的干扰，但对他来说，每当他的思想开始游移时，要点击其他链接还是太容易了，因此为了防止习惯性地查看邮件，我们要使它变得更困难。我们取消了用户的自动登录和密码，取消了电脑桌面上的快捷方式，然后把这一应用图标放在一个空文件夹里，再把这个空文件夹放在另一个空文件夹里，再放进另一个空文件夹。从根本上讲，我们创造了俄罗斯套娃的电子版。他有一天在办公室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现在要查看电子邮件真的“头疼死了”。

“现在我们有些进展了。”我回答说。

对其他让他分神的事物，我们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关闭了股票产品的窗口，主页从CNN换成了一个空白的搜索网页，甚至关闭了电脑的cookie功能(19)，这样电脑就无法“记住”他经常查看的股票网站了。他每多点击一个键，甚至在网络浏览器里多敲进一个网址，都为拖延增加了障碍，增加了他留在工作任务上的机会。我指出，他仍然有完全的自由来做他想做的事情，就像自愿退出程序一样，他的选择权根本没有被剥夺。唯一改变的事情就是默认，现在的默认设置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不是导致分神。

在第一天实施这一策略时，泰德不仅满腹狐疑，而且对我有点恼怒。似乎对他而言，我只不过使他忙碌的生活变得更困难了。我是什么人，居然要关闭他的cookie？但是过了几天，一旦认识到他能在更少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后，他就改变了观念。

“20秒规则”不仅仅是指改变做事情需要的时间。对必须做出的选择进行限制也能帮我们减少改变的障碍。回顾一下鲍迈斯特关于意志力的研究，自我控制是一个有限的资源，过度使用会使它越来越脆弱。这些研究者也发现，太多的选择同样会消耗能量。他们的研究表明，每当选择增加一个时，人们的体力、数学计算能力、面对失败的毅力和专注力都会大幅下降。这些选择不一定是困难的决定，也许是像“巧克力味的还是香草味的？”这类的问题。然而每一个无关紧要的选择都会进一步削弱我们的精力，直到我们没有足够的精力继续保持想养成的积极习惯为止。

我想养成的一个终生习惯是晨练。我从大量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到，晨练能够提高认知任务上的表现，给予大脑“赢的状态”，带来一连串积极情绪。但是信息不等于转变，因为当每天早晨醒来后我问自己“我想锻炼吗？”的时候我的大脑都会回答：不，我不想。

如果你曾经试图养成晨练的习惯，你也许会碰到“受到太多选择的干扰”的问题。每天早晨闹钟响起之后，你内心的独白可能如下：我应该按掉闹钟继续睡觉呢还是马上起床？今天早上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去锻炼？我应该跑步还是去健身房？我应该去附近那个人较多的健身房，还是稍远一点安静点的健身房？当我到达那里时我应该做哪种有氧运动？我应该举重吗？我应该参加跆拳道课程还是瑜伽课程？到这时你已经被所有这些选择搞得筋疲力尽，昏昏欲睡了。最起码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事。因此为了让自己去健身房锻炼，我决定减少必须做出的选择的数目。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写出一个计划，包括第二天早上去哪里锻炼和集中锻炼身体的哪个部位，然后我把运动鞋放在床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穿着健身房的衣服去睡觉。

当然衣服是干净的，我从根本上把所需的启动能量降到足够低，这样当我第二天起床时，必须做的就是翻身下床，把脚放进鞋里（袜子已经穿好），然后出门。原来那些在迷迷糊糊的晨起状态下令人畏缩的决定已经提前做好了。这么做果然奏效，消除了众多选择，减少了启动能量，使得起床去健身房成了默认模式。一旦我把晨练这种积极习惯巩固下来，现在就再也不必穿着健身房的衣服睡觉了。

在与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非运动员的交谈中，我都听到了同样的事情：当你把运动鞋穿上时，大脑就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你会开始想，现在出去锻炼更容易，而不是把它再脱下来。实际上，脱掉鞋更容易，但你的大脑一旦转到一个习惯上，就会自然地继续朝那个方向滚动，遵循着阻力最小的路。

这种方法不仅仅适用于让你自己去锻炼。想一想你希望在工作中产生的积极变化，找出在工作中“穿上鞋”意味着什么。

“启动一个积极习惯所花费的精力越少，习惯就越可能坚持下去。”

从设立改变的规则开始

不管你是想改变工作中的习惯还是家庭中的习惯，减少选择的关键都是设立并遵循一些简单规则。心理学家将这类规则称为“第二级的决定”，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讲是关于什么时候做决定的决定，比如我提前决定早上什么时候、去哪里以及如何锻炼。

当然，这一技巧并不仅仅适用于像使用跑步机还是爬梯健身器这样的决定。在《选择的悖论》(20)这本书中，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解释了提前设立规则是如何把我们从一连串消耗意志力的选择中解放出来的，这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真正的影响。在工作中设立规则，减少选择的数目尤其有效。比如，设立每小时只查一次电子邮件的规则，每天上午只在茶歇时间休息一次，这有助于把这些规则变成默认的习惯。

在行为改变过程的前几天，规则尤其有帮助，因为这时更容易偏离正确道路。渐渐地，当想要达成的行动变得更具习惯性时，我们就可以灵活些了。比如，你不会常常听到一个有经验的厨师说：“我订了规则，总是严格照着菜谱来做菜。”因为最好的菜肴都是通过有创意的试验做出来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刚开始学习厨艺的人来说，这一规则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不太懂烹饪，还不知道如何得心应手地做饭，不遵守规则可能会导致灾难。

会计主管约瑟夫就需要在工作中设立规则，正如我需要在厨房里设立规则一样。他是一个相当保守、严肃的人，他的衣着和举止让我想起17世纪新英格兰的牧师。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内心深处，约瑟夫非常想把积极情绪传播给他的团队，但是乐观地行动和公开鼓励他的员工对他而言相当不自然。每天早上，他都想要变得更积极，但总是发现自己很快又回到默认模式了。他承认，当他想在团队会议上来点儿积极互动时，一大堆的选择会让他无所适从。我应该说哪些鼓舞人心的话？跟谁说？我应该什么时候说？我应该说哪些赞美的话？由于陷入无法决定的地步，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当会议结束时，约瑟夫再次哀叹又一次丧失的机会。所有这些决定都需要太多的启动能量。我们需要设立一些规则使它变得更容易。

第一个规则：每天，在走进会议室之前，他必须想好一个他要感谢的员工。

第二个规则：在开始会议前，在其他事情开始前，他必须公开感谢那个人。简单的一句话就够了，然后他可以按计划转向会议的其他内容，而不让许多选择盘桓在脑海里。

一个月后，我为了一次培训又来到了该公司，在走廊里碰到了约瑟夫。虽然没有人形容他热情奔放，但他确实看上去比从前更快乐、更和蔼。他告诉我，我们设立的日常规则使他更容易坚持目标，他正享受着工作中越来越多的积极情绪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在这一新规则实施两周后，他发现即使已经达到了目标，他也想在会议上对员工做出第二次积极评价。现在他能自如使用这些规则，并对巩固新习惯很有信心。

本书阐述了我们发现积极优势的种种方法。但如果不在实际中把这些策略付诸行动，它们就没有一点儿用，就像锁在玻璃柜后面的一套昂贵的工具。使用它们的关键是养成可以自动产生好处的习惯，之后便无须持续而一致的努力，或者需要大量的意志力储备了。养成这些习惯的关键是仪式化的、重复的练习，直到行为嵌入你的神经系统。日常练习的关键是让你想要达成的行动尽可能地靠近阻力最小的路。识别出启动能量——新习惯需要的时间、选择、心力和体力，然后减少启动能量。如果你能为那些帮助走向成功的习惯减少启动能量，即使一次20秒钟，你也能开始收获它们带来的好处。总而言之，第一步，只是穿上你的鞋。


法则7：
发展和利用你的“社会资本”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比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更重要，而这些关系累积起来正是我们的“社会资本”。它不仅会使我们的情感资源、智力和身体能量倍增，还能使我们更快地从挫折中奋起，取得更多成就，感受到更大的目标感。




18岁那年，我在一个燃着熊熊大火的建筑里迷失了方向，什么也看不见。当我在一片火海中摸索着前行时，心里开始打鼓：也许我不应该做志愿消防员。

那时我正读高三，在家乡得州韦科城参加了90个小时的志愿消防员训练，当时训练已进入尾声。结束训练前的最后测试被称为火海迷宫，老消防员会让我们这些新手经历第一次真正的火海。我们穿上了阻燃防护服，背上氧气罐，带着恐惧，被领到一个叫“烟雾坦克”的无人农场筒仓里。老消防员打开了金属门，一个巨大的空间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里面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木头迷宫，围墙有三四米高，一些易燃物，如旧电线和木块杂乱地散落在地上。在我们还未把整个场地尽收眼底之时，老消防员已经点燃了木头，整个迷宫开始燃烧起来。

那时得州的气温已高达37摄氏度，但与整个建筑内的热浪相比，真是凉爽得很。我们拿起面罩，马上淹没在一片黑压压的烟雾中，指挥官说这是为了模仿在真正的大火中的视线条件。望着在面前越燃越近的火焰，我觉得这次“仿造”的大火对我来说似乎太真实了。我戴上了面罩，什么也看不见了。

老消防员透过熊熊的大火向我们大声发出了下面的指令。

有一个假人被困在迷宫中间。

你们的目标就是尽快地营救他。在真正的大火中，身处一所陌生的房子里，是非常容易迷失方向的。要防止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始终贴着墙。

你们将会两人一组进入建筑内，要互相扶住对方，这样其中一人能够扶着墙，而另一人可以搜寻地面，寻找假人。

单独一人完成这项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与搭档一起合作，就能相当轻松地完成。

消防员向我们保证，整个任务只用7～10分钟就能完成，而罐里的氧气足够我们用整整一个小时的。当氧气量只够5分钟时，警铃会响起，以保证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安全撤离。最后，消防员又一次提醒说，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搭档。在大火中去扶持你的队员看上去与直觉不符，但这是逃生的最佳方式。

老消防员猛地踢开了门，我们爬行向前进入了火海。我开始大口吸着氧气，同时感到我的搭档抓着我的手腕，我听见他也在困难地呼吸着。我们开始在烟雾中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行。他在前面，一只手扶着墙，我用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在地上摸索着寻找假人。进入迷宫大约10分钟，我们什么也看不见，热浪时近时远，不过似乎一切进展顺利。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假人。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警铃。我被火苗和烟雾所包围，什么也看不见，双膝着地向前爬，我想弄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我搭档的氧气罐上的警报忽然响了？至少还应该有45分钟的氧气，但是警铃意味着他只有5分钟的氧气可供使用了。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然后我的警铃也忽然响了。

如果是老消防员可能会保持镇定，但我们慌了。我的逻辑推理能力消失了。我未加思考就松开了我的搭档，然后他离开了墙，这是最糟糕的。我们都变成了独自一人，都找不到出去的路了。我们迷失了方向，心中充满恐惧，挥舞着双臂向相反的方向前行，呼唤着对方的名字。但是在熊熊的大火中，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他也听不到我的。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开始感到越来越无助和害怕。我发疯似地在地上到处爬，相信我的氧气供应马上就要用光了。

最后，似乎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我感到热浪退去，一双有力的胳膊把我从迷宫中拽到了安全地带。当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时，老消防员向我们透露了几件事。首先，出差错本身就是训练的一部分，氧气罐上的警铃故意早些响了，发出我们快用光氧气的错误警报。其次，当消防员进入迷宫跟踪我们时，发现我在一个死角转圈爬行，我的搭档离我六七米远，同样迷失了方向，情况跟我差不多。最后，根本没有假人。正如在每年训练结束时消防员说的那样：在大火中唯一的“假人”就是新手们，而他们总能得救。

“当我们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或威胁时，拯救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紧紧抓住身边的人不要放手。”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残酷的训练。但是多年后，我仍然对这次难忘的火海迷宫训练带给我的教训印象深刻，这个教训也正是“法则7”的核心。

危急关头切勿单枪匹马

在燃烧的“烟雾坦克”中，这一法则是正确的，在写字楼里它同样也是正确的。当面临工作中的挑战和压力时，对我们的成功来说，没有什么比抓住身边的人更重要了。然而当工作中的警铃响起时，我们常常看不到这一现实，试图独自前行，结果就像我那样，无助地在某个死角转圈，直到用光氧气。

我看到太多的商界人士成为这一错误的牺牲品。我还记得2008年11月，特别残酷的一天结束时，交易钟声响起。道琼斯指数下跌，人们损失了无数金钱。我观察到一大群商界人士解下领带，沮丧地走出大楼。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一天的交易结束时，没有像平时那样回到他们紧密联结的团队。他们全都沉默而孤单地走了出去。

这些人都是聪明而有能力的人，拥有世界顶级学府的MBA学位，然而需要鼓起勇气的时候，他们却主动削弱了自己。他们在最需要彼此的时候，却抛弃了最有价值的资源：社会支持。在那些危机四伏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公司放弃了团队培训和社会“福利”，没有注意到团队士气在迅速下降，而去做那些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比他们放走的东西更重要了。

要明白在最需要向他人求助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容易退回到自己的壳里，其实不必到经济崩溃的边缘，我们也会这么做。当一个棘手的项目搁在办公桌上时，我们往往担心不能达到项目要求。有足够的时间完成项目吗？如果完不成项目怎么办？当最后期限一天天逼近，压力逐渐增加时，我们开始在办公桌上吃午饭、工作到深夜、在周末加班。不久，我们变得“像一道激光一样专注”，这意味着没有面对面直接报告的时间，没有随意在走廊上的聊天，甚至没空给客户打一个不重要的电话。我们的电子邮件也变得生硬而没有人情味了。当我们陷入危机模式时，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往往是最先被放弃的。但是即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们的效率还是下降了。接近最后期限时，我们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让我们难以到达。于是我们顽固坚守，关掉手机，退回自己的困境中，把门上了双重锁。

在这种危急关头，通常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要么我们感到气馁，完不成项目；要么我们鼓足干劲把项目完成，然后马上接到另一个有挑战性的项目作为奖励，虽然现在我们的氧气罐里已经没有剩余的氧气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不仅变得可怜、沮丧和不知所措，而且会陷入死角，丧失执行力，完全单枪匹马。

成功的人采取的方法正好与此相反。他们不是转向自身，而是更紧地抓住了社会支持。他们不是从社会支持上撤资，而是投资于社会支持。这些人不仅更积极，而且效率更高，工作更投入，精力更充沛，也更有活力。

“他们知道，社会关系是他们能对积极优势做出的最大投资。”

社交投资的价值

持续时间最长的心理学研究之一是追踪了268名哈佛学生，从他们20世纪30年代末上大学一直到现在。从这一丰富的数据中，科学家们能识别出哪些生活环境和个人特征能让人最快乐、最充实。2009年夏天，领导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家乔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告诉《大西洋月刊》，他能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一研究成果：“爱。”它真的如此简单吗？瓦利恩特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详尽地分析了这些数据，“70年的证据显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很重要，比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都更重要”。

这一研究成果已经一再得到了证明。在《改变人生的快乐实验》(21)一书中，埃德·迪纳（Ed Diener）和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Robert Biswas-Diener）回顾了过去几十年来关于幸福的大量跨文化研究，他们总结道：“正如需要食物和空气一样，我们似乎需要社会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因为当有一些可以依靠的人，比如爱人、家人、朋友和同事时，我们的情感资源、智力和身体能量就会倍增，我们就可以更快地从挫折中奋起，取得更多成就、感受到更大的目标感。而且，它对快乐产生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我们从积极优势中获益的能力也将长期持续。

首先，社会互动赋予了我们积极的力量；其次，每一个单独的联结都会随时间而加强一段关系，这能够永久地提高我们的幸福基准线。因此当一位同事在走廊里向你打招呼时，这一简短的交往实际上引起了快乐持续的螺旋上升，并带来了积极的内在回报。

在一项题为“非常快乐的人”的研究中，研究者鉴别出了最快乐的10%的人的特点。他们都生活在温暖的气候中吗？他们都富有吗？他们身体都健康吗？研究结果表明，有一个特点，而且只有一个特点，使得这最快乐的10%的人与其他人不同：他们的社会关系的力量。我对1 600名哈佛本科生的幸福感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

相比其他因素，比如绩点、家庭收入、SAT成绩、年龄、性别或者种族，社会支持更能预测快乐。实际上，社会支持与快乐的相关系数是0.7。这听起来也许不像一个大数字，但对研究者来说，这一相关系数相当大。大部分心理学研究的相关系数达到0.3就被认为是显著相关了。关键是你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你就越快乐；你越快乐，你获得的优势就越多。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大部分心理学研究的相关系数达到0.3就被认为是显著相关了，而社会支持与快乐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与收入、成绩、年龄、种族等其他因素相比，社会支持更能预测快乐。你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你就越快乐；你越快乐，你获得的积极优势就越多。


我们对社会支持的需要不仅存在于脑海里。进化心理学家解释说，对归属感和形成社会联结的内在需要实际上已经与我们的生理连接起来了。当我们进行一次积极的社会联结时，产生快乐的激素——催产素就会被释放到血液中，它能立即减少焦虑感，提高我们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每一次社会联结也能改善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随着时间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结越多，我们的行动就越顺利。

我们对社会支持有这种生物学上的需要，如果没有社会支持，身体就会出问题，例如缺乏社会交往能使一个成人的血压值上升30。在《孤独是可耻的》(22)一书中，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汇总了30多年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了社会联结的缺乏会像某些疾病一样致命。当然它也会造成心理伤害。一项对2.4万名员工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发现，社会联结很少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有强大社会联结的人的2～3倍。


积极优势挖掘

指南

在《孤独是可耻的》一书中，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卡乔波研究发现，社会联结很少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有强大社会联结的人的2～3倍。


另外，在享受强大的社会支持时，我们能获得迅速恢复的能力，甚至延长寿命。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在心脏病发作后6个月内获得情感支持的人，活下来的概率比其他人大3倍。另一项研究发现，参加乳腺癌支持小组使得患病妇女术后的预期寿命提高了一倍。实际上，研究者发现，社会支持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就和日常锻炼一样。正如一些医生所言：“当生命之舟到了紧急关头时，审慎的幸存者不会把食物扔到船外，而保留甲板上的家具。如果某人必须抛弃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与伙伴在一起的时间应该列在最后，因为他需要那种联结才能活下来。”

当我们四处漂泊时，紧紧抓住我们的船友，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小船，我们才能幸存下来。

同样的策略——紧紧抓住他人，对于我们在工作中应对日常压力很重要，就像对生存很重要一样。研究表明，员工在工作期间的每一次积极互动实际上都有助于使心血管系统返回休息状态。长期下来，有更多这种互动的员工就会免于受到工作压力的负面影响。

每一次联结也降低了与压力相关的激素——皮质醇的分泌，这有助于员工更快地从工作压力中恢复，并使他们为处理未来的压力做好充足准备。而且，研究还发现，拥有强大关系的人很少在一开始就认为情境是有压力的。

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对于社会联结的投资意味着你将发现，把逆境解释为通向成长与机会之路更容易。当你必须经历压力时，你将更快地从中恢复，并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压力所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

在多变的职场里，包括身体和心理层面的压力管理能力是重要的竞争优势。一方面，研究发现它能够极大地降低公司的医疗成本和缺勤率，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它直接影响了个人的绩效。

研究人员发现，员工从积极的社会交往中获得的“生理性资源”为工作的投入度提供了基础——员工能工作更长时间，注意力更集中，能在更困难的情况下工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故事就是一个好的例证。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划分为三个独立的子公司，经历了大幅裁员和内部混乱后，一位日常工作在一线的高级管理者注意到，有些员工在压力下比其他员工表现得更好。正如他向哈佛教授戈尔曼所解释的那样：“公司调整带来的这种痛苦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感受到。在许多技术部门，人们形成紧密的团队，从一起做的事情中发现了重大的意义，基本上不受这场混乱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投资于社会支持系统的人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也准备着去发展，而那些远离人群的人在最需要保护线的时候却切断了他们拥有的所有保护线。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区别的重要性以及它对未来成功的影响，让我们到橄榄球球场上去看一看。

在美式橄榄球界，有一些位置实际上得到了所有关注：四分卫、外接手和明星跑卫。他们是抓住大部分新闻头条的人，他们的薪酬和名声证明了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其他一些橄榄球运动员同样得到了很高报酬，或许甚至更有价值，如攻击线。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或者他们在做什么，也很少有球迷穿着他们的球衣四处走动。

当一支球队在赛场上排成队时，四分卫站在由5个高大强壮的队员组成的攻击线的后面。在离他们仅仅几厘米远的地方等待的是准备突击的对方球员。听到哨声，一群肌肉发达的身体就会飞冲过来，用他们的体重和力量冲向四分卫，想把他击倒在地。攻击线是四分卫和这群冲锋的人之间的唯一防线。他们不会触地得分，也不会踢任意球。他们只有一项工作——保护四分卫，但这是橄榄球场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毕竟，如果四分卫在有时间投球之前就已经触地，那就不可能赢得比赛了。

当出类拔萃的四分卫乔·蒙塔纳（Joe Montana）第一次有机会在一支优秀的攻击线后投球时，他表现得空前卓越。正如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弱点》（The Blind Side）一书中所形容的那样，蒙塔纳投球时“像一个事先得到考试答案的孩子一样”。在赛后，蒙塔纳告诉记者：“我以前从没见过我们像这次这样赢得比赛……比赛看上去不那么艰难，但实际上很激烈。我们的攻击线阻止了他们，就在那时我赢得了时间，事情变得容易了。”每个人都赞美蒙塔纳，但他赞美他的攻击线。

即使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远离橄榄球场的地方，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攻击线：我们的配偶、家人和朋友。当被这些人环绕时，我们会感到自己能掌控大的挑战，而小的困难甚至不用放在心上。就像攻击线保护四分卫免受撞击一样，社会支持也可以防止压力把我们撞倒，或防止压力挡住我们走向目标的道路。如果没有攻击线的帮助，蒙塔纳就不可能底线得分。同样，社会联结也能帮助我们发挥自身独特的力量，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更多成就。

社会支持带来的益处并不局限于短期。在一项针对50岁以上的人进行的纵向研究中，那些生活在高压力之下的人在接下来的7年中死亡率更高。但同样的研究发现，这一较高的死亡率对那些报告说他们有较高水平情感支持的人不适用。就像四分卫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受到保护免受撞击一样，持续一生的强大的社会关系也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保护，使我们免受压力的危险影响。我们并不总能阻止体重300斤的对手冲向我们，但我们都能投资于一个强大的攻击线。这能产生巨大的不同。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进行社交投资。通常，甚至在进入职场前，我们就开始在误导下向内退缩。你也许记得，作为哈佛的辅导员，我有12年的时间住在一间宿舍里，同本科生们在一起。这为我提供了许多独特的生活经验，其中最好的一点就是有机会看到这些18～22岁的年轻人运用不同的策略走出哈佛的迷宫。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学生都是特别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与竞争的环境里，当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压力时，我注意到有些学生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有些学生虽然很聪明也很努力，但似乎有什么阻碍了他们的进步。

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个新生尤其突出：阿曼达和布里特妮。她们俩是室友。两人都精力充沛，入学后不久都交了一些朋友。但是当期中来临时，她们的道路分开了。当压力逐渐增加时，阿曼达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处僻静的角落，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那里。她开始不来参加我们的“宿舍课间活动”，她没有时间参加这些不重要的活动，比如与同学一起吃饭和分享故事等。虽然她曾是我们宿舍“极限飞盘团队”中活跃的一员，但现在她不再来参加练习和比赛了。有一天，我在食堂碰见了她，这时她正要带着午饭离开，很可能是要返回图书馆。她承认她的压力实在太大了，除了学业，她不能专注于其他任何事情。“我的朋友们会理解我的。”她说。可我担心的不是她的朋友们。

相比而言，布里特妮非常活跃。她没有忽视挑战或压力，也和阿曼达一样用功，但她并没有把自己隔离在一间斗室里，而是组织了学习小组。对于“数字魔力”这一课程（课程名称并非虚构），她给6个朋友发了电子邮件，让大家每人写一份一周的阅读总结，然后在一周内利用几次午饭时间一起分享他们的作业。记得有一次我偶然碰到他们在开研讨会，而会议的内容是《辛普森一家》。“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数学学习小组呢！”我假装生气地说。一个年轻人抬头看着我，然后指了指布里特妮说：“她指示我们抽时间随便聊聊天。”几周后，当我在一次“宿舍课间活动”中为她登记时，她正从作业中抽出10分钟参加我们吃奥利奥奶油夹心巧克力饼干的比赛。布里特妮耸了耸肩膀说：“作业真的很繁重。但是，我猜大家会觉得一起熬夜学习的感觉很好。”

在这里我不想再反复讨论这一点。简单点说，到了1月份，她们两个人中的一位已经屈服于压力，希望能转到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地方；另一位则很积极，适应良好，在学业上表现突出。虽然阿曼达和布里特妮都是现实中的人，但她们也代表了我们每个人面临逆境时的选择。我遇到的许多商业领袖像阿曼达一样，认为通向成功的路是一条他们必须独自行走的路，但这并不是事实。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最成功的人知道，即使在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环境中，只要我们积聚身边的资源并利用与他人交往的哪怕最小瞬间，我们就能更有准备地处理挑战和困难。每次布里特妮与她的朋友们在一起吃午饭或者进行学习研讨时，她不仅过得很愉快，而且降低了压力水平，诱发大脑产生更好的表现，并利用了社会支持提供的观念、能量和动力。当阿曼达从她的社交网络中撤出并最终举步维艰时，布里特妮却投资于那些持续产生回报的事物。正如社会支持是快乐的秘诀和对抗压力的解药一样，它同时也是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

人际关系越好，效率越高

从“法则5”中我们了解到，相信自己能掌控命运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具有巨大的优势。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生活在真空里，或者成功只能由自己默默奋斗来决定。还记得长达70年的对哈佛大学生的研究吗？研究人员发现，社会联结不仅预测了一个人整体的快乐程度，而且预测了最终的事业成就、职业成功和收入水平。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德韦克喜欢让她的学生想象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在工作时的状态，借此来阐明这一观念有多么荒唐。当学生想到爱迪生时，她问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他正穿着白大褂站在一个实验室里，”普遍的回答是这样的，“他正倾身靠近一个灯泡。忽然，灯泡亮了！”

“他是独自一人吗？”德韦克问。

“是的，他是一个隐居的人，喜欢独自忙碌。”

这时德韦克会指出，这种看法离事实再遥远不过了。爱迪生实际上是在团队支持下成功的，他是在30个助手的帮助下发明了灯泡。爱迪生是一只社会性的、有创意的狼，而不是一只孤狼！当谈到社会上最有创意的思想家时，人们经常认为他们是古怪的、孤僻的天才，但事实绝非如此。

我们都听过“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这句俗语，而职场中社会交往带来的益处远比小组头脑风暴要多。它会激发个人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比如一项对212名员工的研究发现，工作中的社会联结能预测更多的个人学习行为，这意味着员工感受到越多的社会联结，他们就会花越多的时间去寻找提高自身效率或者能力的方法。

当1 000多位非常成功的专业人士快退休时，研究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询问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什么最能激励他们，大部分人都把工作中结下的友谊放在了收入和个人地位之上。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吉姆·柯林斯阐述了类似的事实：“他们爱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热爱跟他们在一起做事的人。”

“也许最重要的是，社会联结能够激励人。”

我们对工作中的关系感觉越好，效率就越高。例如，一项对一家金融服务公司60个业务部门的350多名员工开展的研究发现，团队成就的最重要的预测因素是团队成员间的相互感受。这一点对经理们尤其重要，因为他们通常控制不了被分派到团队中的员工的背景或者能力，但他们能控制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水平和融洽程度。研究表明，越多地鼓励团队成员进行交往和面对面交流，他们就越能投入工作，精力越充沛，也能更长时间地专注于一项任务。简而言之，团队成员在社会凝聚力上投资越多，工作就会产生越好的成果。

要使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产生变化，社会交往不必总是很深才有效。组织心理学家发现，即使短暂的相会也能形成“高质量的联结”，它能激发员工的开放性、能量和忠诚度，这会相应地在工作绩效上产生许多可测量的、直观的收益。简·达顿（Jane Dutton）是密歇根大学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心理学家，她解释说：“任何与他人的交往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高质量联结。一次交谈、一封电子邮件、会议上的一次互动，都能为参与的双方注入更大活力，推动他们前进，赋予他们更强的行动力。”

这不仅会带来工作乐趣和友好的工作环境。每一次这种社会联结都会产生回报。从下面对IBM公司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资本”的价值。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用整整一年时间追踪了2 600名IBM公司的员工，观察他们的社会联结，甚至用数学公式来分析他们的通讯簿和朋友名单的规模及范围，他们发现IBM员工的社会联系越多，表现就越好。研究人员甚至能够量化这一差别：平均每封电子邮件多产生价值948美元的收入。这确凿无疑地体现了社交投资的力量。IBM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启动了一个项目，促进原来互不相识的员工相互介绍认识，从而明智地利用了社交投资。


谷歌公司也许是真正理解社会联结重要性的最著名的公司范例。这可不是口头上说说，公司餐厅不仅在工作日外的时间保持开放，而且尽可能地促进员工在一起用餐。谷歌员工可以时时了解托儿所的情况，甚至被鼓励在工作时间抽空去看望他们的孩子。UPS是另一家投资于社会资本的成功典范。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在全美各地的城镇里，每天你都能发现三四辆UPS公司的卡车停泊在一起，他们的司机坐在附近一起吃午餐。互相交流着彼此的故事、信息以及放错的包裹。由于这一做法会让司机脱离原来安排好的路线，而且比一个司机单独进午餐花去更多时间，因此许多人都为UPS公司这一痴迷于效率的企业巨人竟然鼓励这种做法而感到惊讶。但他们确实鼓励这种做法。他们知道这种社会交往从长期来看会产生回报，不仅对于单个司机如此，而且对于整个组织也是如此。


其他一些公司，比如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达美乐比萨连锁店等，都已经设立了项目来培育社会资本，比如号召员工向面临医疗困难和财务困难的同事捐款。结果，参与的员工（甚至那些没有参与但知道有这个项目的员工）都感到相互之间有更大的承诺，也对整个公司有了更大的承诺。在一家世界500强零售企业中，一位经理分享了他对公司支持基金会的感想：“我因公司而感到自豪……认为付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知道，这的确使我感到……我在为这样一家公司工作，它分享了我的感情，充满关心和体贴。”然后这些感受转变成了真正的回报，包括员工缺勤率和流动率的降低，以及员工动机与投入的增加。

当然，像这些大范围的公司政策并不总是必要的，细微的差别也可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一次我参观金融巨头瑞银集团在伦敦的办公室，他们的交易员们每周五下午都会在一辆啤酒车上相聚。几年前，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为了改善压力过大的法律系学生的生活质量，也曾有类似的主意：她在教室与教室之间设立了咖啡站，在院子里开辟了一个排球场，这样学生就有了社会交往的方式，即使是在短短的几分钟课间里。

可悲的是，当公司发现自己陷入财务困难时，这些政策通常是首先被取消的。瑞银集团最近由于预算紧缩而暂停了每周的啤酒车聚会，但得益于这一传统所培育出的有凝聚力的文化，这一聚会仍在继续。当我再次拜访时，员工们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两位经理如何掏自己越来越瘪的腰包为他们的团队买啤酒。他们知道保留这一仪式将会鼓舞士气，尤其是在困难时期。我参观时员工的士气证明，这的确是有效的。

在体育界，这些人被称为“有团队凝聚力的人”。正如《华尔街日报》解释的那样，这类运动员“安静地把获胜的团队团结在一起……统计学家们不相信他们的存在，但心理学家们相信。运动员和经理人非常信赖他们”。由于一支棒球队一年至少要进行81场比赛，球员们比赛和生活都在一起，因此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职业体育界这一高风险的环境中，压力之下，团队可能会出现分歧。而有团队凝聚力的人能在那些艰难时刻，即运动员们最容易离开时，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这些积极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的核心和灵魂，也是推动团队前进的力量。”

在我最喜欢的讽刺情景喜剧《办公室》（The Office）中，斯坦利是一个坏脾气的员工，他对装模作样的上司感到很不耐烦。最近他的心脏有些不舒服，医生要求他戴着心脏监护器去上班。如果他的心率上升到危险水平，这个监护器就会向他发出警告。迈克尔走进来了，这是一位随处可见的极不称职的上司。每次当迈克尔走到距离斯坦利一米以内的地方时，心脏监护器就会响起来；迈克尔靠得越近，它发出的声音就越大，越难以控制。仅仅只是靠近不胜任而令人心烦的上司就可以使斯坦利的心率急剧上升。

当然，这是电视剧里的一个情节，但在现实生活中也上演着同样的剧情。回到真实世界，一组英国研究者决定追踪一群员工，他们轮流为两个不同的主管工作——一个与他们相处融洽，一个相处不融洽。即一个是他们爱戴的上司，一个是“迈克尔”。的确，在为可怕的上司工作的日子里，他们的平均血压上升了。一个为时15年的研究甚至发现，与上司关系不好的员工患冠心病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30%。似乎与上司之间不好的关系就如同经常吃油炸食品一样糟糕，而且没有后者有乐趣。

上司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即戈尔曼称为“垂直的伙伴”的关系，是你在工作中能培养的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社会联结。研究发现，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联结是日常效率和人们工作时长的最主要预测因素。盖洛普公司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世界顶级机构，它估计美国公司每年由于员工与上司之间糟糕的关系而造成的损失高达3 600亿美元。难怪垂直的伙伴关系对公司绩效有如此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戈尔曼说，它是“组织生活的一个基本单元，类似于人体的分子，它们互相作用，形成了关系格子，这就是组织”。因此当这一关系很牢固时，公司就能收获它带来的回报。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发现，与管理者有较强联结的员工比那些与管理者有较弱联结的员工能为公司赚更多的钱——每月比平均水平多赚588美元。


在一项超大规模的研究中，盖洛普公司询问了世界各地1 000万名员工，问他们是否同意下面的陈述：“我的上司，或者工作中的某人，把我作为一个人来关心。”结果发现，那些同意这一陈述的人的效率更高，对利润的贡献更多，在公司长期工作的概率也更大。

那些卓越的领导者已经了解了这一点，他们义无反顾地让员工感到受重视。当一场大火烧毁了马萨诸塞州一个小镇上的莫尔登米尔斯（Malden Mills）工厂时，CEO艾伦·福伊尔斯坦（Aaron Feuerstein）宣布他将继续支付所有3 000名即将失去工作的员工的薪水。《在好的公司里》（In Good Company）一书中，唐·科恩（Don Cohen）和劳伦斯·普鲁萨克（Laurence Prusak）讨论了这一行动如何大大地震撼了美国公众。福伊尔斯坦被奉为无私的英雄，甚至被邀请到白宫。但是作者指出：“公众和商业界都认为福伊尔斯坦的行为如此奇特，明显‘不像商业行为’，这表明许多人还不明白组织中社会资本的价值……他花费的这些金钱是对未来事业的一种投资。”

很明显，对于牵涉其中的人来说，这样做有利于优化彼此的关系，包括老板、员工和整个组织。不幸的是，在今天快节奏的工作中，很少有领导者愿意投入时间去加强与其同事或员工之间的紧密联结。当然这并不需要给大家支付薪水，我们已经看到，需要做的仅仅是保证频繁的、积极的社会交往。一份民意调查显示，90%的人认为工作场所的粗鲁无礼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领导者不愿意在这方面付出努力，有许多各不相同的理由：没有足够的时间，害怕与员工走得太近而削弱了他们的权威，一种持续的危机心态，甚至简单地认为工作就是工作，而不是友谊。然而他们越忽视社会资本的力量，就越削弱公司的绩效和自己的表现。

怎样的社交投资最有效

金融规划师告诉我们，让股票投资组合升值的最保险方式是持续地用股息进行再投资。社交投资组合也是如此。我们不仅需要投资于新的关系，也应该一直在现有的关系上进行再投资，就像股票一样，社会支持网络保持的时间越长，它就越茁壮。幸运的是，有一些技巧可以帮我们进行尝试。

每次当你跨过办公室的门槛时，都有机会形成或者加强一个高质量的联结。当走过人多的走廊，向你遇到的同事打声招呼时，记得要看着他们的眼睛。这不是作秀，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当我们与某人进行眼神接触时，实际上就向大脑发送了一个信号，会引起共鸣与和谐。可以问对方一些有趣的问题，安排面对面的会面，进行并不总是以任务为导向的谈话。以下是一家世界排名前100的顶级法律公司的一位经理的做法。


积极优势挖掘

案例

这位受欢迎的经理曾告诉我说，他每天都设法从一位同事那里学习一件新事物，随后与同事的谈话中他会提到这一点。当他的员工感到与他和公司都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时，他每天所投资的社会资本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回报。


《快公司》（Fast Company）杂志有一次采访了一位CEO，他曾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领导者，他承认：“为了使从关系中获得的价值最大化，我们必须付出许多。我把许多时间都用于介绍朋友认识，给予推荐，提供联系，并广泛地参加那些有利于他人的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团体。”

我们都知道，保持社会联结的重要一点，是在某人需要时给予其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支持。但一项有趣的新研究表明，在顺利时期我们如何支持他人比在困难时期更能影响一段关系的质量。与某人分享快乐的消息被称为“资本化”，它有助于增加积极事件的影响，同时加强双方的联结。获得这些益处的关键是你如何对别人的好消息做出反应。

谢利·盖布尔（Shelly Gable）是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她发现我们对别人的好消息会做出四种不同的反应，其中只有一种反应会促进关系的发展。这种反应是主动而富有建设性的，它给予对方热情的支持和具体的评论，并提一些后续的问题（“这真棒！上司注意到了你工作一直都很努力，我为你感到高兴。你的晋升什么时候生效？”）。有趣的是，她的研究表明，对好消息的被动反应（“还不错。”）与明显消极的反应（“你得到晋升了？我很惊讶他们没有提升萨利，她看上去比你更适合那份工作。”）一样会对关系造成伤害。不过，最具有破坏性的反应是完全忽视这一消息（“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盖洛普公司的研究表明，主动而富有建设性的反应增强了关系的投入度与满意度，人们在谈话中获得了理解、认可和重视，这些都有助于获得积极特质。

构建注重社会资本的团队

如果你是领导者，你不仅要加强自己的联结，而且也要有力量培育一个重视而非阻碍社会投资的工作环境。例如，当新员工进入公司时，领导者可以抽时间把他介绍给大家，尤其是介绍给其他部门，尽管也许他们今后不会直接在一起工作。实际上，老员工也应该尽可能与公司其他部门的人会面。毕竟，员工们互相见面的机会越多，他们加强高质量联结的机会就越多。在这方面投入越多，这一策略就会越有效。

不管你在公司里是不是处于领导地位，简单地把两位原来互不相识的员工介绍认识，也许是投资于社会关系的最容易、最快捷的方式。

为了让介绍变得更有效，应该不仅仅介绍员工的姓名、部门和工作职责。迈克·莫里森（Mike Morrison）是丰田大学的副校长兼系主任，他喜欢问员工：“你名片背面写着什么？”换句话说，你名片的正面也许印着“常务董事”，但也许“宏图思考者”“教育者”或者“烈焰下的冷静”等更能显示出你的不同。这类信息，甚至一些简单的细节，比如一个人住在哪里，他的业余爱好是什么等，能更即时和有效地加强两个人之间的联结。

应该注意的是，进行有效的社交投资并不需要所有同事都成为好朋友，也不需要总是彼此欣赏，这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和真诚相待。强制员工做尴尬的事情打破僵局或者强迫员工进行联结活动，比如让大家在会议上分享一些隐私生活，只能导致隔膜和不信任。这些时刻最好是水到渠成的，如果环境适宜就会这样。好的领导者会给予员工空间和时间让社会交往自然而然地发展。因此，越多地为员工提供公开交流的空间越好。一个公司的CEO看到楼梯间里的同事们大笑着，互相交流周末的故事、讨论彼此的观点，于是他就扩大了楼梯间，还把咖啡机放在楼梯的平台上，以此鼓励这种社会交往。

团队在一起共进午餐也很重要。达顿说，甚至传统意义上乏味的会议也能通过某种设计来培育高质量的联结。那些鼓励成员积极倾听的会议能培养群体的投入度。我认识的最好的常务董事之一在开会时让所有人都关掉手机，这样所有人的眼睛都可以彼此注视。他是达顿所说的“理性地专心”的领导者典范。我们对团队不断变化的关系越关注，团队的发展就越好。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团队凝聚力，那么我们使用的语言就很重要。还记得当一项任务被命名为“社区游戏”而不是“华尔街游戏”时，群体合作的区别吗？我们能通过使用包含共同目的和互相依赖的语言来促进工作中的社会联结。达顿也建议，我们应该关注当下，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这意味着当有人走进你的办公室与你谈话时，不要双眼依然盯着你的电脑屏幕；当有人给你打电话时，不要一直忙着在键盘上打字。一位会计曾告诉我，当他听到电话另一头传来键盘敲击声时，他就知道上司没有认真听他讲话。培养一种联结需要积极倾听，给某人你全部的注意力，同时允许他们畅所欲言。正如达顿解释的，“许多人听别人说话时都好像在等待机会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不要这么做，要集中注意力于说话者和他们的看法，然后询问你感兴趣的问题。

那些在社会资本上付出最多的领导者也应行动起来。在工作中形成更多联结的最好方法是从办公桌后走出来。“走动管理”（managing by walking around，MBWA）这一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领导力专家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提出的，这一观念是他从惠普公司的领导人那里学来的。“走动管理”让管理者们去了解员工，分享好消息和有效的工作方法，倾听他们关心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给予员工鼓励。UPS公司的CEO吉姆·凯利（Jim Kelly）是这一观念著名的实践者。“我甚至不知道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成员的电话号码，”他说，“因为如果他们在办公室，我从不打电话。当我们需要交谈时，就走进对方的办公室。”彼得斯说，从第一次讨论“走动管理”在组织成功中的作用到现在已经25年了，它仍然像以前一样重要，但可惜运用得远远不够。

与员工面对面交流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实践我们在本书前面提到的一个建议——经常的认可和反馈。对员工做得好的工作给予具体而真诚的赞美，也能加强两个人的联结。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让经理们在早上开始一天的工作前，给朋友、家人或者同事写一封赞美或者感激的电子邮件，不仅因为这样做会滋养他们自己的积极情绪，还能巩固一段关系。不管是为了多年的情感支持还是办公室里一天的帮助，在工作中表达感激都能增强个人和职业方面的联结。

实际上，研究表明，感激会使关系呈螺旋上升的状态，参与的每个人都会得到鼓励来加强这种联结。它也预测了在一个大团体中的融入感和合作程度，这意味着一个员工向另一个员工表达的感激越多，他们在整个团队中感到的社会凝聚力就越强。

感激能激起你自己作为一个有团队凝聚力的人的认同感。

有时一场危机才能教会我们认识到社会投资的重要性。对于这种现象，《华盛顿邮报》在头版上进行了报道，当经济衰退来临时，人们的拼车和社区联结显著增加；人们甚至开始举行“庭院晚会”，邻居们在晚会上交流对剪草机和庭院设计的看法。正如一个人提到的那样：“人们在互相帮助，重新团结在一起。你不再孤独。”甚至曾和我一起工作过的高管们也开始在经济衰退后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相互支持，并尝试合作、协同等方法，而他们在经济衰退前几个月还是向内看的，以个人成果为驱动，独自前进。工作量突然减少的工作狂们开始早早回家，花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和爱人在一起。主张个人主义的管理者们开始离开舒适的办公室，四处走动，从一个小间到另一个小间。起初他们也许别无选择，当经济再次回升时，他们也许会再次回到原来的状态，但许多人告诉我，结果证明，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之路和工作之路，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最好的事情。

当然，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不应该有了危机才能明白这一点，尤其是已有大量证据显示，我们的社会关系是积极情绪和高绩效的最大预测因素。因此，即使本能告诉我们要向内退缩，但积极心理学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答案。当被大火包围时，紧紧抓住他人是我们成功走出迷宫的最好机会。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在工作和家庭中，社会支持能够反映我们是会屈居于平均线之下，还是能释放出最大潜能。



[image: ]





测一测　关于如何发现你的积极优势，你了解多少？

5．在团队内部传播积极特质能带来的益处不包括___。

A．有效提升员工的幸福感

B．激发团队的活力和创造力

C．大幅提高生产力

D．构建开放、共享的办公氛围

6．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

A．研究表明，我们其实有能力改善身边1 000个人的生活

B．积极情绪容易被传染，是因为多巴胺效应

C．消极情绪不太容易被传染

D．严厉的CEO更可能培养出快乐的员工


终极法则：
让积极特质“大规模传染”

大部分人的快乐三次方内有将近1 000人，这是真正的连锁效应，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积极、更成功，进而有能力改善我们周围至少1 000个人的生活，让n次方的效应延宕开来，我们就能把积极特质传播到整个团队甚至全世界。




几个月前，我在中国香港做了一次演讲，听众是各大企业的CEO和他们的夫人。在之后的酒会上，一位非常自信但微带醉意的CEO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谢谢你，肖恩。这个研究很出色，听起来非常靠谱。”然后他倾过身来诡秘地对我耳语：“我已做到了你所提倡的大部分内容，但我妻子真需要好好听一听。”

他的高声耳语让同排的所有人都听到了，当他向站在四五米远的妻子招手时，我认出了她，那天晚上她已经跟我交谈过。我微笑着，同样高声而诡秘地向他耳语：“谢谢你，先生。她对我说了同样的话。”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想表明，不管我在世界各地什么地方，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一研究对他们有用，但对他们周围的人会更有用。我们最有力量改变的人是自己。虽然这7个法则必须从个人水平上开始实施，但绝不仅仅局限于此。为了对本书做个总结，我想讨论一下在我们自己身上做出这些改变如何能影响周围的人。

一旦我们开始在自己的生活中利用积极特质，积极的改变很快就会扩散开来，这就是积极心理学如此强大的原因。综合运用这7个法则可以使积极心态和成功螺旋式上升，这样所获得的益处很快就会倍增。然后积极的影响就会开始向外扩散，提升你周围所有人的积极情绪水平，改变同事工作的方式，最终塑造你所在的整个组织。

“我们最有力量改变的人是自己。”

传播积极特质

整个过程从你的大脑开始。正如我们在“法则6”中所看到的，你的思想和行为在持续地塑造或重塑大脑中的神经通路。这意味着你对本书中所列的练习实践得越多，心态向积极面转变得就越多，你就越能长期地巩固这些习惯。当你的大脑变得对一个习惯更熟练时，你利用另一个习惯的能力就会提高。这是因为这些法则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我把它们以7个不同的法则呈现出来是为了清晰明了，但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它们是互相联结的，运用其中几条法则的同时配合其他法则能提高它们的共同效力。

比如，积极的“俄罗斯方块效应”可以激起更好的“反事实”，因为训练自己寻找世界的积极面能帮助我们重新解释失败，将失败视为成长的机会。“社会资本”能帮我们掌握“20秒规则”，因为强大的社会支持促使我们对新习惯负起责任。当然，我们也能通过减少在工作中形成高质量联结所需要的启动能量，利用“20秒规则”来改善我们的社会资本。我们形成的高质量的联结越多，就越有可能将工作看作事业，而不仅仅是工作，这反过来又能引起积极特质。以此类推，一条法则的效应变成了另一条法则的触发器，这样它们的效果就远远超过了这些法则简单的相加。综合运用这些法则，它们就能对我们产生任何一条法则单独都产生不了的效力。

运用7条法则的益处并不止于此。我们自己越多地利用积极特质，就越能影响周围人的生活。奇妙的是，最近探讨社会网络在塑造人类行为中的作用的研究证明，我们的许多行为实际上是具有感染力的。我们的习惯、态度和行为通过一个复杂的联系网络向外传播，感染着周围的人。

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大连接》(23)一书中，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运用多年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行为如何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在各个方向上互相作用和反弹。“联结并不像车轮上的辐条一样以直线形式向外延伸，”他们写道，“这些联结方式会返回原处，盘旋着转动，就像一堆缠绕在一起的意大利细面条，从其他联结方式那里卷进卷出，但几乎不离开盘子。”

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不仅会感染与我们直接交往的人，比如同事、朋友和家人，而且每个人实际能影响的人数似乎是身边人数的三次方。因此，当你运用这些法则在生活中做出积极改变时，你已经无意识地塑造了相当多人的行为。正如福勒解释的那样：“我知道我不仅对我的儿子有影响，我还潜在地影响着我儿子最好的朋友的妈妈。”这一影响是累积的，福勒和克瑞斯塔卡斯估计，在我们大部分人的三次方内有将近1 000人。这是真正的连锁效应，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积极、更成功，我们实际上有能力改善周围1 000个人的生活。

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有点牵强附会。要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如此有感染力，我们的影响如此强大，让我们首先去看一看我喜欢的一个实验。

“我们有能力改善身边1 000个人的生活。”

神奇的镜像反应

我的大部分演讲都首先要求听众分成每两人一组，接着说出下面的话。

你们非常出类拔萃，这部分要归功于你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自律。你们运用自律去学习，这使得你们通过了需要学习的所有课程，你们运用自律申请向往的学校和工作，并足够成功，因此今天能在这个房间里听这场报告。在这里，我想让你们运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培养的自律来做下面的事情。在接下来的7秒钟内，不管你们的搭档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我想让你们都不要表现出任何情绪反应，不要生气、悲伤或者沮丧，不要微笑或者大笑。要完全地面无表情。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要流露出情绪。

然后我要求每一组的另一个人只是简单地看着搭档的眼睛并真诚地向他微笑。这个实验我已经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组织里做了几百遍，参与的人从紧张的新员工到专爱唱反调的“刺头”都有。实验结果总是相同的。实际上没有人能忍着不对搭档的微笑做出回应，大部分人几乎立刻就笑了起来。不管是在公司大规模裁员的那一周，还是在股市骤跌600点时做这个实验，我都看到了相同的不由自主的微笑。即使在那些微笑没有被作为社会规范的地方，80%～85%的参与者都忍不住微笑起来。

这个实验真的相当不可思议。毕竟，如果这些人拥有足够的自律和专注力，以保证一天工作10～16个小时，能够领导全球的团队，并管理上百万美元的项目，那么他们应该能够应对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控制他们的面部表情仅仅7秒钟，对吧？但事实是，他们不能。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大脑里发生了某些他们甚至不能自觉意识到的事情。这一神秘的力量就是连锁效应的基础。

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我抵达了澳大利亚，虽然有些疲倦，但我对于首次澳洲之旅还是感到异常兴奋。那个周末，我特意去参观了悉尼歌剧院、树袋熊公园和港湾大桥，而周一我则被安排在悉尼市中心为经理人做培训。但我首先要进行我热衷的一项商务旅行仪式：找一个当地的酒吧，观看当地的体育比赛，听听当地人讲话。这时电视上即将直播一场重要的橄榄球比赛，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凳子坐下。很快，喧闹的人群围过来观看起比赛。

比赛才刚刚开始，一个球员就被狠狠地击倒了。当时他正抱着球跑，另一个球员迅速用肘部击向他的脸，他应声倒地，在我看来这一重击是正常人所承受不了的。整个酒吧爆发出一片呻吟声。我右边的那个人把手放到他的脸上，正好是那个球员被击中的部位。然后我注意到坐在他旁边的人做了同样的动作。接着，我惊奇地意识到，我也做了同样的动作。

当时，我们是在悉尼的一个酒吧里，而比赛是在布里斯班的一个体育场里举行，距离这儿几百公里远。我们中没有人被击中，也没有人被不明来路的肘部所攻击。然而我们都有不由自主且明显的身体反应，就好像我们自己被击中了一样。

在澳大利亚的酒吧里发生的事情与我做微笑实验时发生的事情是相同的。但是一直到近些年，科学家们才最终发现了探测大脑内部的技术，揭开了其背后的原因。他们发现的是某种被称为镜像神经元的东西：这种专门的脑细胞实际上能感觉并模仿另一个人的感受、行为和身体感觉。比如一个人被针扎了一下，他大脑疼痛中心的神经元会立刻兴奋起来，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奇怪的是，当这个人看到别人被针扎了一下时，他同样的神经元也会兴奋起来，就好像自己被扎了一样。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感受到的是针扎的疼痛的暗示，即使他自己并没有被针碰到。如果这听起来不可思议，请相信我，这一结果已经在其他无数的实验中被一再重复，涉及的感觉包括疼痛、恐惧、快乐和厌恶等。

实际上，我敢打赌，你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你坐在沙发上看高尔夫球节目，而节目里一个人正在挥杆时，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随着他摆动的方向移动。很明显，你的大脑知道你正坐在沙发上吃着薯片，但你大脑的另一小部分——镜像神经元所在的地方，认为你在户外的绿茵场上。顺便提一下，这也是运动员们观看训练录像和进行视频比赛的原因，因为即使没有身体上的练习，这一练习也会增强大脑的联结。然后，由于大脑里的镜像神经元常常紧邻着运动神经元，被复制的感受常常引起被复制的行为，甚至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忽然开始移动身体，就好像你在挥着高尔夫球杆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微笑如此富有感染力，为什么婴儿会自动模仿父母有趣的表情。这也是为什么在布里斯班举行的比赛中有人被肘击中脸部时，立刻引起悉尼一个酒吧里观看比赛的橄榄球迷们痛苦地触摸自己的脸。

工作中的群体情绪更容易传染

这种现象并非身体感觉或行为所独有，由于这些镜像神经元的存在，我们的情绪也具有非常大的感染力。每一天，我们的大脑都在不断地加工周围人的感受，留意他人声调的抑扬变化、眼神背后的表情以及肩膀的倾斜。实际上，大脑内的杏仁核能在30毫秒内读出和识别另一个人脸上的情绪，然后快速地诱发我们产生同样的情绪。除了这一无意识的过程，人们也有意识地评价着周围人的心情并相应地采取行动。这两个过程一起发挥作用，使得情绪从一个人身上立即跳到另一个人身上成为可能。实际上，研究表明，当三个陌生人在一个房间里相遇时，表达情绪最多的那个人仅仅在两分钟内就能把他的情绪传递给另外两个人。

不幸的是，情绪感染的力量意味着明显的消极情绪几乎可以立刻传染给一群人。戈尔曼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就像二手烟一样，情绪的流露能使一个旁观者成为别人有害情绪的无辜受害者。”这意味着，当我们感到焦虑或者抱有明显的消极心态时，这些感受将渗透到我们的每一次交往中。你也许已经注意到，当你的上司拉着脸走进会议室时，这种坏情绪只用几分钟就会传播到整个房间。而且影响将从那里开始向外扩散，当员工返回自己的办公室时，他会把消极情绪传播给周围的所有人。如果仅仅两分钟就能产生这样的影响，那么想象一下与一个明显消极的人共处两周或者两年会有什么影响。实际上，情绪能够被共享。组织心理学家发现，每个工作场所都发展了它自己的群体情绪，或称“群体情感基调”，随着时间的积累会产生共同的“情绪规范”，这一“情绪规范”会由于员工的行为（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而得到扩散和加强。我们都承受过有害的情绪规范所带来的痛苦的工作氛围，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最终效益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就像二手烟一样，情绪的流露能使旁观者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幸运的是，积极情绪也是具有感染性的，这使它成为在工作中取得高绩效的一个强大工具。当人们无意识地模仿周围人的肢体语言、音调和面部表情时，积极情绪的感染就开始了。人们一旦模仿与这些情绪相关的身体行为，就会感受到情绪本身，这也许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比如微笑这一行为诱使你的大脑认为你是快乐的，因此它开始产生能实际让你快乐的神经化学物质，科学家们将之称为“面部反馈假说”，它是“伪装直到你真的做到了”这一建议的基础。虽然真正的积极情绪总是会战胜虚假的积极情绪，但有明显证据表明，改变你的行为，甚至你的面部表情和姿态，就会引起情绪的变化。

因此，你周围的人越快乐，你就将变得越快乐。这就是我们在一个充满笑声的电影院里观看一部有趣的电影会笑得更多的原因。同样地，我们在工作中越快乐，我们就向同事、团队成员和客户传递了越多的积极情绪，这最终能使整个工作团队的情绪向积极的一面倾斜。

没有人能比耶鲁大学心理学家西加尔·巴萨德（Sigal Barsade）更完美地阐释这一多米诺骨牌效应了。他实施了一项实验，分配给志愿者一个小组任务，然后秘密地指导一名小组成员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情绪。然后他给整个过程录像，追踪了小组成员在参与前和参与后的情绪，并评估每个人和小组在任务上的表现。结果非常显著：当这名积极的团队成员进入会议室时，他的情绪立即变得具有感染性，传播到整个房间，影响了周围的人。而且，这种积极情绪改善了每个团队成员的表现，同时也提高了整个小组完成任务的能力。这些团队冲突更少、合作更多，最重要的是，在完成任务上有更好的整体表现。因此，仅仅一个积极的团队成员——一个利用积极特质的人，就能影响周围人的态度和表现，同时影响整个小组的活力和成绩。

当然，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对群体的情感基调有更强大的影响。对刚开始这样做的人来说，越真诚地去表达，他们的心态和感受就传播得越多。但是如果公开地表达积极情绪对你来说不是那么自然，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使你的积极情绪变得具有感染力，比如加强社会联结。社会联结越强大，你的影响力就越大。你或许已经注意到，当与一个亲近的朋友在一起时，你们会感受到彼此间的协调。这是因为你大脑情绪中心的神经活动实际上反映出了对方的神经活动，反之亦然。很快你们就开始同步，就像两架钢琴在弹同一首曲子。当你们在走廊中并肩走路时，你们的胳膊和腿甚至会同步摇摆。你们两人处于和谐状态，这是积极的社会联结的基础和传播积极特质的主要渠道。和谐要求我们付出全部的注意力、热情和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回报，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共鸣，这不仅增加了我们的快乐，而且实际上使我们变得更成功和更有效率。在和谐状态下工作的员工能更有创意和更高效地思考，和谐的团队能达到更高水平的绩效。他们的思想协调一致，他们的大脑实际上在作为一个整体工作。

我们的社会投资越多，达到这种和谐水平的机会就越多，这反过来又使我们的行为更具感染力。因此，当模仿激发高绩效的心态和习惯时，其实我们也正把这些心态和习惯慢慢灌输给同事、朋友和所爱的人。由经济学家布鲁斯·萨塞尔多特（Bruce Sacerdote）对达特茅斯学院学生实施的一项研究阐明了这一影响是多么强大。他发现，当平均成绩低的学生开始与平均成绩高的学生住在一起时，前者的平均成绩也提高了。研究者指出：“似乎好的学习习惯会影响坏的学习习惯，这样成绩好的学生就会把同屋成绩差的学生的平均成绩向上拉。”

做传播积极特质的那只蝴蝶

建立和谐关系从而扩大影响力的一种方法是眼神的接触。研究表明，当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眼睛时，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会增强，这证实了“总是看着他人的眼睛”这一古老的商业智慧实际上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也是情侣会经常对对方说“当我对你说话时请看着我”的原因。每一次眼神接触都让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开始启动，当它们开始启动时，会产生更好的表现，不管我们是在会议室还是在卧室。

如果你处于领导地位，引发积极情绪的感染力会倍增。研究发现，当领导者处于积极情绪中时，他们的员工更有可能产生积极情绪，互相表现出亲社会的助人行为，并能更高效、轻松地协调任务。不管你最初的感受如何，如果坐在一个没有笑容或者焦虑的上司旁边太长时间，你会感到悲哀或者沮丧。而如果你的上司正在运用这7个法则提高他的积极情绪，那么你只是靠近他，就会感受到它的益处，不仅是更多的快乐，还有随之而来的所有益处。我们现在知道，处于积极情绪下的人能更富有创意和理性地思考，能更好地解决复杂的问题，甚至成为更好的谈判者。毫不奇怪，善于积极表达的CEO，更可能拥有积极的员工，员工也会认为自己的工作氛围有助于提高绩效。关于体育团队的类似研究发现，不仅一位积极的运动员足以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而且整个团队越积极，他们表现得就越好。因此即使你没有主动地试图改变你的领导方式，运用7个法则来提高你的积极性也将会改变整个团队的活力和表现。

这意味着领导的榜样作用不再是一曲空洞的颂歌。这7个法则实际上能变成你最有效的领导工具，甚至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以一位管理者为例，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写下一个感恩列表。当第二天召开团队晨会时，他的心态让他可以发现更多积极的机会，这促使他去赞美员工。这样做的效果是：首先，诱发了得到赞美的员工的积极情绪，这有助于他更有创意和更高效地思考；其次，给予他一种目标的实现感——不管目标有多小，从而给予他信心去追求更大的目标；最后，为在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建立高质量的联结提供了活力，并巩固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和组织承诺。所有这些都保证了会议室的每个人将积极情绪传播到向他们报告的人那里，以此类推，直到每个人以及整个组织都从中获益。因此，一名管理者个人在家开始的练习就可以逐渐渗透影响到组织中各个层级的人。

“善于积极表达的CEO，更可能拥有积极的员工。”

据说一只蝴蝶扇动翅膀能在半个地球之外引起龙卷风，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按照这一理论，蝴蝶翅膀的扇动也许只是一个微小的动作，但它产生了一阵微风，最终积聚了越来越大的速度和力量。换句话说，一个非常小的变化就能引发一系列更大的变化。

我们每个人就像那只蝴蝶。每一次朝着更积极心态的小行动都能把积极的涟漪扩散到组织、家庭和社区中。还记得第一部分中谈到的我们永远也不能了解自己的潜能所能达到的程度吗？连锁效应就是影响和力量没有极限的一个完美例子。

当你利用积极特质时，你所做的远远不仅是提高自己的幸福感和表现。你从本书的法则中获益越多，你周围的人获益就越多。在“法则1”中，我们谈到了发生在心理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正如哥白尼发现地球实际上在围绕太阳转一样，最近在积极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上的研究告诉我们，成功实际上围绕着积极运转，而不是反过来。结果证明，正如你在“终极法则”中所看到的，这一发现甚至比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更有革命性。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不仅我们个人的成功围绕着积极运转，通过在自己身上做出改变，我们实际上能把积极特质传播给团队、组织以及身边的每个人。


译者后记

对我而言，有时候感觉翻译的过程就如同孕育一个小生命。在孩子没有真正来到你面前时，你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头脑中想象小家伙的模样，心里存有许多期待，期待着一个如自己想象般完美的孩子的诞生。但现实是：你永远不可能翻译出完美的作品，就好像你永远不可能拥有完美的孩子一样。但是看着那个独特的孩子降临时，你会忽然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翻译本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作为哈佛大学的教师和《财富》500强企业的培训师，作者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积极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积极特质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从科学角度加以证实，而且还把这些成果成功地应用于企业，同时还有鲜活的现身说法，这些都提高了本书的实用性和可读性。本书兼具科学的严谨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又不乏幽默感，对于所有想提高积极情绪指数和成功指数的人来说，它都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书中提到的原则看似简单，但正如作者所言，“常识不等于普遍的行动”。只有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开始践行这些原则时，积极特质才能在我们自己身上、周围的人以及组织中得以彰显。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我的爱人欧阳韬，他对全书都进行了审校，对翻译中存疑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和核实，对文字进行了适当的润色，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在翻译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师武喜、师娇珍、欧阳喜凯、杨桂芳和欧阳毅衡的帮助与支持。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翻译中难免出现错误和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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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沙哈尔是积极心理学和领导力研究领域知名专家，致力于个人及组织机构的优势开发、领导力提升等研究工作。想了解其更多积极优势研究成果，欢迎阅读由湛庐策划、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著作《高效的方法》。——编者注

(2)想学习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提高幸福水平，欢迎阅读由湛庐策划出版的“塞利格曼幸福五部曲”系列。——编者注

(3)关于积极情绪带给生活的诸多好处，欢迎阅读由湛庐策划、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弗雷德里克森的著作《积极情绪的力量》。——编者注

(4)用于治疗男性秃发，能促进头发生长并防止继续脱发的处方药。——编者注

(5)柳博米尔斯基关于幸福与积极水平的研究成果颠覆了很多旧有的观点，并提出了诸多简单可行的策略，具体可参见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著作《幸福的神话》。——编者注

(6)弗兰克教授是通俗经济学鼻祖，想了解其更多观点，欢迎阅读由湛庐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其著作“牛奶可乐经济学”系列图书。——编者注

(7)由湛庐策划、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塞利格曼的著作《真实的幸福》一书中，有测试个人突出优势的问卷。——编者注

(8)想了解更多关于巴塔哥尼亚公司的快乐经营理念，欢迎阅读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冲浪板上的公司》。——编者注

(9)这本书改变了无数人思考与感觉的模式，已于2012年4月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10)希斯赞特米哈伊是享有盛誉的积极心理学大师，想了解其更多研究成果，欢迎阅读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著作《创造力》。——编者注

(11)麦格雷戈，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之一，想进一步了解他的XY理论，可参见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经典著作《企业的人性面》。——编者注

(12)关于大猩猩实验及其背后的深刻含义，推荐阅读由湛庐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看不见的大猩猩》。——编者注

(13)怀斯曼是心理学家中的怪才，他的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心理的魔力作用、奇迹、运气和直觉等。在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行为背后的心理奥秘》一书中，怀斯曼用科学的方法剖析运气，告诉读者用什么样的技巧和练习可以提升好运的概率。——编者注

(14)宝瓶座年代，指嬉皮士运动活跃的20世纪60年代。——译者注

(15)该书提出的“一万小时法则”成就天才的观点影响了无数人，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阅读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万小时天才理论》。——编者注

(16)林斯特龙的营销著作《买》，从前沿科学的成果中汲取营销成功的秘密，值得所有营销人一读。该书于2009年1月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17)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的缩写，是一家负责提供订阅信息的网站。——编者注

(18)Gmail是谷歌公司在2004年4月1日发布的一个免费电子邮件服务。——编者注

(19)一种能将用户浏览信息自动保存在用户本地终端的功能。——编者注

(20)该书旨在告诉读者如何用心理学解读人的经济行为，已于2013年3月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1)该书旨在教会人们如何通过科学的途径提升积极情绪水平，已于2010年9月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迪纳的另一著作《消极情绪的力量》也已于2018年12月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2)该书犀利地指出了孤独的危害以及社会联结的重要意义，已于2009年1月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3)该书主要探讨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有哪些影响，已于2017年8月由湛庐策划、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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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工作的真相

你不在煤矿、油井、化工厂或建筑工地工作，也可能会面临有毒的、有损健康的工作环境。在当今职场，白领与体力劳动者或蓝领一样有压力，一样不健康，前者通常更严重。这是因为工作中的物理危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th Administration，简称OSHA）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消除了。如今，各国十分重视诸如高空坠物、化学物泄漏之类的职场意外死亡事故，而这些人身伤害也很容易得到查证，这与企业开展生产质量活动的情况类似，即检查什么、测量什么以及报告什么，人们就会重视什么。结果便是：1970—2015年，美国职场死亡率下降了65%，而工伤率下降了约72%。1

但是，工作压力并没有出现在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的报告中，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干预，就好像它并不存在，或者已经被人们视为当代职场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几乎所有工种的压力都变得越来越大，导致员工在身心方面付出了更大代价。比如，健康网站“网络医学博士”（WebMD）的报告称，工作是人们的头号压力来源。2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15年发表了《美国人的压力》3（Stress in America）一文，其中提到，人们最大的两种压力来自金钱和工作，有将近1/4的成年人表示自己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另一项针对近3 000人的调查发现，将近50%的人表示自己曾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耽误了工作时间，有61%的人表示职场压力曾让他们的身体出了毛病，有7%的人表示他们曾因职场压力及其对生理的影响而住院。4

总体统计数据已然令人不安，而个体的经历则更令人震惊。我与一名高级财务人员有过交谈，她在一家快速成长的医疗服务机构工作，面对的工作要求特别严苛，经常通宵加班，工作压力使得她开始服用兴奋剂，然后又服用极易获得的可卡因；面对持续的工作压力和上司的辱骂行为，她还借酒麻木自己。虽然她最终成功戒掉了由工作压力导致的酒瘾等，但已令她心力交瘁，并耗费了她大量的财力，当然，她也因此离开了这家“有毒”的公司。

我在做采访时还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对企业忠心耿耿的电视新闻制片人，愿意在没有提前得到通知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到全球任何地方进行采访。这个制片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长胖了27公斤，因为他没有时间吃得足够健康，更没有时间锻炼。无情的工作要求威胁着他的婚姻以及他与孩子的关系，同时也威胁着他的身心健康。

我还和一个获得了员工赔偿金的人有过交谈，他曾在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工作，超负荷的工作让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最终他因病离开了公司。他当时遇到了无情的压力：公司员工太少，工作量太大，上司总是要求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量。

这类故事数不胜数，员工、雇主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比如，美国职业压力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Stress）一再表示，工作压力让美国企业每年要付出超过3 000亿美元的代价。5职场压力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反过来又会降低工作效率，致使员工主动离职率升高。一项调查发现，将近50%的受访者表示，“曾经为了逃避压力而换工作”。6不健康的职场环境让美国医疗系统每年付出近2 000亿美元的代价，甚至有可能更多。

西班牙IESE商学院教授努丽娅·钦奇拉（Nuria Chinchilla）曾贴切地把这些现象称为“社会污染物”，遗憾的是，情况似乎变得越来越糟，而不是越来越好。也许这一现象最可悲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对于采取会导致员工生病甚至死亡的管理模式，各种组织哪怕不鼓励，也通常是允许的；另一方面，这些组织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有害的管理模式和不健康的职场环境无助于改善企业利润率或绩效表现。不健康的职场环境降低了员工敬业度，提高了员工流失率，损害了工作绩效，同时还增加了企业支付的医保和医疗成本。很多企业推行的管理模式既不符合员工利益，也不符合企业自身利益，这其实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即便是那些号称注重环保的企业，其员工也遭受了不必要的伤害和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企业设计了一套详尽的指标来跟踪它们在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上的进展，却几乎没考虑过企业对员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虽然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很重要，但创造员工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环境同样重要。企业应该营造一种让员工有幸福感、有助于员工身心健康的职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员工可以为企业效力很多年，而不会觉得职场的管理模式让自己筋疲力尽甚至生病。我们应该像关注企业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那样关注员工福祉，而不应该仅仅关注濒临灭绝的物种或很适合拍照的北极熊。就像企业已经在关注碳排放问题一样，它们也可以在关注员工福祉方面做得更好。不要忘了，员工也是一种碳基生命，而且为企业效力。

要想使职场福祉和员工身心健康方面有所改善，人们就需要做一些事情。首先，现在和未来的员工必须明白，他们所在的职场环境有哪些健康风险，包括如今比生理健康风险更普遍、更危险的心理健康风险。有了这样的认知，接下来员工必须至少部分基于对工作压力的考量来选择雇主，因为工作压力会极大地影响员工的身心健康。

其次，企业需要知道如何评估有害的管理行为对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付出直接的医疗成本，以及间接导致的员工工作效率降低和离职率提高等代价。量化有害职场环境让企业所付出的代价是采取变革行动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再次，各级政府需要先意识到外部性问题并做出评估，然后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里所谓的外部性问题是指，企业本应该为在职场中身心受到损害的员工承担责任，但它们往往会将其甩给各种公共健康和福利机构来承担。私营企业中的职场压力和不健康的工作环境会产生公共成本，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英国和北欧很多国家政府的关注，并促使这些国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是由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所以政府有经济动机来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成本，包括减少由工作压力造成的可预防的医疗支出。

最后，社会需要掀起一场甚至多场社会运动，才能使员工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变得像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那样重要。几十年前，企业经常将污染物排放到空气、水源和地表中。后来，人们决心保护自然环境，让企业为它们造成的污染破坏付出代价，而且人们达成共识，认为实现这一社会目标是有价值的。由于有环境保护运动，有广泛的宣传，有政治压力，所以全球各国政府都通过了相关法律，制定了相关规则，限制了很多污染环境的行为。同样，整个社会也应采取类似措施，更加重视人类生命和员工身心健康。人们不仅要重视生命的婴儿期和衰亡期，还要重视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员工的职场生活，如此一来，社会也将从员工可持续发展运动中受益。

几个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事件促使我进入了职场及其对员工健康的影响这个研究领域，并最终将相关研究成果写进了本书。

首先，关于狼性企业文化对工作效率和其他维度的组织绩效7的影响，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在这个课题上开展了几十年的研究和教学，但几乎没能带来什么积极变化。尽管这个领域有很多著作出版，其中也包括我自己8的，但职场环境却变得越来越糟，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降低了，对企业领导者的信任也减少了。9在解决员工健康与企业利润的关系问题上，相关的著作、文章和讨论似乎都无法改变管理决策或组织行为，那么什么能带来改变呢？

我在参加翰威特人力资源领导者顾问委员会(1)前，曾效力于斯坦福大学教职工人力资源委员会，我不禁注意到一些事。相关人士的讨论常常聚焦于医疗成本，企业也痴迷于、专注于削减这方面的开支。这使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能够带来更高员工忠诚度、满意度和更佳绩效表现的很多管理模式，比如让员工有工作安全感和决策自主权等，也许能营造更健康的职场环境。若果真如此，也许员工健康和医疗成本就能成为一种杠杆因素，让企业更多采用那些被长期倡导却很少被采用的工作机制和管理模式，尤其是在遭遇经济衰退时。用时髦的术语来讲，如果企业和国家愿意在职场健康方面“改变成本曲线”，那么改变职场环境也许是最应该投入关注和努力的事情。

其次，当我在前文提到的各种委员会开会时，人们开口闭口总是“成本”和“资源”，尤其是在谈论员工时，这令我感到震惊。这里仅举一例。由于经济衰退始于2007—2008年，斯坦福大学裁掉了四五百名教职工10，在21世纪的头十年，学校规定，当面临预算赤字11时，学校不会为教职工加薪，尽管学校拥有巨额捐款。在那段时间，有一天我开车穿过校园，看到很多树苗被放在花盆里等待栽种。大约十多年前，校园里的斯坦福家族陵墓附近一棵有300年历史的大橡树快要死了，这件事在校内得到了广泛报道和关注。这棵树“深得人们呵护，深受人们喜爱”，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挽救它。12几年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报纸上有一条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足球场附近的一棵橡树因为无法被救活而被砍掉，与此同时，人们用六棵新树取代了它。13看到这一切，我对几位朋友说道，在斯坦福大学，宁当一棵树也不当教师。在很多企业中，树木或园林的待遇比员工还好。

人们用以描述世界的语言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在谈论职场人士时，我们通常会用诸如“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之类的术语，在描述工资和健康福祉时，“雇员”和“医疗服务”之后经常跟着“成本”这个词。几年前，独立发电公司美国爱依斯电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丹尼斯·巴基（Dennis Bakke）告诉我，他反对我在一本书中所使用的副标题——“以人为本可以创造利润”。14巴基认为，把员工放第一位不应仅仅出于对利润或成本的考量，员工作为人、作为生命体，对其福利和福祉的考量理应在管理决策中获得一定的优先权，而这种优先权与对利润和成本的考量无关。

人们需要改变商业世界中的常规用语。福祉和身心健康应该在对话和政策中成为更瞩目的焦点。市值25亿美元的家族式制造企业贝瑞—威米勒（Barry-Wehmiller）的首席执行官鲍勃·查普曼（Bob Chapman）常常说：企业领导者有责任照顾好员工的生活，来企业工作的员工在家里的角色可能是丈夫、妻子、儿子或女儿，无论哪种角色，都会得到家人的关爱。领导者应该确保每天下班时，他们的员工能以良好的状态回到家里，准备好在工作之余享受美满的生活。

再次，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反堕胎”政策这个话题一直被人们如火如荼地持续讨论着，但这些争论以及与此有关的法律、财政预算和监管政策却很少考虑职场人士的福祉问题。事实上，工作占据了职场人士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如果人们真的认为人类的生命和福祉神圣且重要，那么，人们有伦理道德上的理由来关心职场人士的健康和福祉，并充分了解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如它是如何受职场环境影响的。

当钦奇拉邀请我参加她组织的一场探讨工作与家庭问题的会议时，我脑海中已经有了这些想法。钦奇拉为我介绍了“社会污染”这一概念，并且评论说，真正“难以忽视的真相”15不仅包括自然环境的破坏，还包括社会环境的退化，而在某种程度上，企业也正是在退化的社会环境下运转的。虽然这场会议最终没能召开，但我提交的论文发表在一本学术期刊上。在那篇文章中，我开始探讨职场和员工健康问题，并就员工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初步看法。16自那以后，我从访谈和流行病学数据中获得了信息，并与我那些研究运筹学的优秀同事展开了合作，他们帮助我估算了有害职场环境的总体影响。本书代表了我从这些工作中得到的见解。

我可以用几句话总结这些见解。职场对员工的健康和生命有着极大的影响，很多职场环境对员工的健康是有害的，员工真的在为赚钱透支健康。最重要的是，现状比我想象的更糟糕，涉及无数工种、行业和地域，覆盖了不同的年龄段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我从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和我在研究中遇到的人点燃了我的激情，让我承诺把这些数据和故事公之于大众。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书中的内容能促成一些重要且可行的变革，从而阻止发生在全球职场中的心理和生理“谋杀”。

简而言之，职场环境至关重要。它对员工的工作投入度、满意度、离职意向和绩效表现有重大影响，组织行为学领域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证明了这一点。职场环境对员工的身心健康和福祉有重大影响。因此，如果人们真的关心员工的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关心成本和工作效率，就需要关注职场环境及其影响。


测一测

你公司的职场环境有利于提高效率吗？

·　斯坦福大学著名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瑞·菲佛认为，工作的环境和我们生活的环境一样重要。这是真的吗？（　）

A．真

B．假

·　企业关注员工健康，就意味着牺牲工作效率、品质或利润吗？（　）

A．是

B．否

·　下面哪种做法对营造健康的职场环境有利？（　）

A．任意裁员

B．有意忽视员工福祉

C．关注员工的可持续发展

D．要求员工随时待命和轮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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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梅奥医学中心(2)的报告，就你的健康而言，你在工作单位的汇报对象比你的家庭医生更重要。”

——鲍勃·查普曼

贝瑞—威米勒公司首席执行官

《每个人都很重要》（Everybody Matters）一书的作者

工作是压力的罪魁祸首

新闻标题和数据足以说明下面这个故事的悲惨：2016年8月，优步公司一名年收入17万美元的软件工程师约瑟夫·托马斯（Joseph Thomas）饮弹自尽。他的父亲和妻子将原因归咎于工作压力。“他长时间工作……觉得压力巨大，并且害怕失去工作……他几乎没了自信……他总是说，他什么事都做不好。”1托马斯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优步员工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急性焦虑发作、滥用药物、抑郁和住院治疗”2等现象都归咎于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及其对员工健康的影响在很多地方都不缺少案例。2008年1月至2010年春天，法国电信公司至少有46名员工自杀。3知情人士把原因归咎于成本削减和公司重组。2010年1月至5月，富士康有9名员工自杀，另外还有2名员工自杀未遂，受了伤。4根据员工的说法，自杀的原因可能要归咎于富士康恶劣的工作环境。

美银美林银行21岁的实习生莫里茨·埃哈特（Moritz Erhardt），在连续工作72小时（3天）之后，身体崩溃，猝死于伦敦。验尸报告称，埃哈特死于“可能是由压力和疲劳引起的癫痫发作”。5日本的和民居食屋（Watami Food Service）“被指控导致一名入职仅两个月的女性员工自杀……该员工每月加班超过140小时”。6在印度，由于农业生产遇到严重经济问题，“债务上升，导致农民对经济和生活感到绝望”，2007—2009年有将近20万个农民自杀。7

工作压力导致的恶果出现在不同国家、不同工种和各层组织中。芝加哥的一名通勤列车主管因涉嫌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用公费支付私人度假开支而接受调查，最终卧轨自杀。马里兰州的一名律师发现自己即将失去工作，于是饮弹自尽。200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员工不安感和压力上升，使得美国职场自杀人数创下历史新高。8

工作环境中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会给员工造成巨大的压力，包括低工资、换岗以及失去工作掌控感。比如，低工资产生的压力在于，员工不得不以很少的收入维持生存，入不敷出也使得员工无法接受医疗服务。毋庸置疑，大量研究发现，低工资会导致肥胖、焦虑、抑郁、高血压和婴儿出生体重偏轻等健康问题。9

虽然很多具有危害性的工作主要影响的是底层员工，但专业人士和企业高管也很难避免恶劣的工作环境对健康和福利的不良影响。比如，“瑞士电信公司49岁的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施洛特（Carsten Schloter）长期受到7×24小时随时待命工作的困扰，苏黎世保险集团53岁的首席财务官皮埃尔·沃蒂耶（Pierre Wauthier）长期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严重冲突”，这两名高管都在2013年身亡，疑似自杀。10

有些员工身处恶劣的工作环境时会生病甚至死亡，有些员工面对有害的工作环境则会选择自杀，还有些员工在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时会杀人。2017年6月，被房车遮阳篷和其他配件制造商菲亚玛公司（Fiamma）解雇的前员工来到公司，有预谋地跟踪并杀害了5名员工，然后自杀。11这类案例并不鲜见。1986年，一名邮递员杀害了14名同事，另外还造成6名同事受伤。这一事件还产生了一个新的俚语——“工作失心疯”（going postal）。12

2013年，美国有397人在工作中被谋杀，这一数据相比于2012年报道的475人有所减少。1992—2010年，大约有1.4万人成为职场谋杀的牺牲者。13在工作场合被杀害的员工数量“比火灾、爆炸、被卷入设备或机器以及暴露于有毒的工作场所造成的死亡数量的总和还多”。14当然，谋杀是最严重和最极端的职场暴力手段。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预测，每年约有200万名员工成为职场暴力的受害者，而很多案例并未见诸公开报道。显然，职场暴力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健康威胁。

职场人士，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员工，经常会为自己应对工作压力的方式感到惊讶。来自南非、自称“正在康复中的银行员工”写信给我，说他“从公司的仓鼠轮上掉下来”，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在获取两个商学院学位以及参加无数领导力培训项目的过程中，他都没能为应对这种状况做好准备。整个经历让他感到惊讶：

我以前无知而傲慢地认为，抑郁不会发生在“成功”人士身上，他们有很好的工作，居住在富人云集的郊区，开着旅行车，等等。在身心崩溃后，我再也无法重返职场，但作为康复过程的一部分，我开始攻读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设计了压力综合征调查表，并写了一本与自身经历有关的书。来自2 500个白领的数据表明，从症候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调查的所有机构都显示出了足以影响所有核心业务领域的症候水平。

与上述案例类似，赛富时公司（Salesforce）一名拥有名校商科学位的员工告诉我，在以管理者的身份加入该公司后，她很快就不得不服用抗抑郁药来应对工作压力。这些年来，她一直依靠精神疗法、职场导师、偶尔的周末闲暇、配偶的支持以及按摩来适应工作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她随时会面临如下压力：不同的上司提出不同的要求、长时间工作，以及工作失误或政治上站错队随时有可能导致被解雇。

就像很多在高科技领域工作的“成功”人士那样，她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多少掌控力。在怀上第一个孩子好几个月后的某个星期四，她得知自己必须放弃参加星期六的朋友聚会，乘坐飞机前往巴黎，并确保在星期日到达，以便参加星期一的一个会议。这只是不断改变的时间安排和工作要求使她觉得对生活没有掌控力的例子之一。她缓解工作压力的方式很昂贵，每个月需要给心理治疗师、个人职场导师和其他人支付超过2 000美元的总费用。不幸中的万幸是她和丈夫都受过良好教育，都有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因此负担得起这些费用。然而，大多数薪酬很低的员工又该如何应对类似的职场压力呢？

即便是目前还在《福布斯》杂志最佳雇主榜单上的赛富时公司内部，这类的员工遭遇也并不罕见。她的一个同事刚生完小孩，理应休产假，但这只是表面上拥有的权利。在生完小孩后不到两星期，她的同事就返回了工作岗位，因为这个同事被要求在公司举办的一场重大活动中发表主旨演讲。她返回工作岗位的做法还被当作一种奖赏：“你在这场重要且关注度极高的会议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你应该为自己被委以重任而感到高兴，并且绝不要错过在公司领导和诸多参会者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这句话的潜在含义就是：你怎么能把照顾孩子置于工作之前呢？

上述案例中的两人都考虑过离职。她们的案例表明，严苛的老板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不仅会伤害员工的健康，也是员工流失率高、工作满意度低以及以其他形式体现出来的组织生产效率受损耗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系统性数据为我在大量案例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供了支持。有一种现象叫“黑色星期一综合征”，指星期一早上心脏病发作的人数比一星期其他几天的人数多，这也许是因为星期天结束后回到工作岗位所导致的。这一现象已经使得医院在星期一安排了更多急救室，用于应对心脏病发作人数上升的情况。15

恰如其名的美国职业压力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Stress）梳理了众多有关压力的研究成果，我在这里做一些分享：

·　“工作压力显然是美国成年人的主要压力来源……并且过去几十年来，这种压力在逐渐增大。”

·　在“美国职场态度调查”中，80%的员工报告称，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了压力。

·　两项独立的研究显示，约有10%的员工称，由于工作压力，他们会在工作场合做出暴力或攻击性行为。16

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署的一项报告称，“所有数据表明，25%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生活中的主要压力来源，并且工作压力比包括财务压力和家庭压力在内的其他压力更容易导致健康问题”。17

其他国家的工作环境大体与美国一样，甚至压力更大。澳大利亚一份评估压力状况的政府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有45%的澳洲人报告“工作上面临巨大的压力”，而在2013年，工作压力至少对75%的澳洲职场人士造成了身体健康问题，压力值创下了两年来新高。182012年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28.4%的加拿大人称，大多数工作日要么有不小的压力，要么极为有压力。19来自英国的一项报告得出如下结论：“证据充分表明，与工作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会使我们付出极高的经济、商业和人力成本。”

有证据显示，工作环境对员工健康的负面影响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原因在于，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如被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短期工作和自由职业，正在变成普遍趋势。有些未来学家曾预测，到2020年，“美国职场中有40%的所谓兼职员工”。202015年，自由职业者联盟（the Freelancers Union）注意到，过去一年中有1/3的美国劳动者从事了某种自由职业。

从事短期工作的人会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并且几乎没有带薪休假或其他福利，包括培训。尽管很多人会通过打“零工”来增加收入，但数据显示，共享经济的兼职从业人员并没有赚到多少钱。《财富》杂志的一张图表显示，外卖平台DoorDash兼职员工的月均收入为229美元，优步司机为364美元，来福车（Lyft）司机为377美元，任务兔（TaskRabbit）员工的月均收入为380美元，五美元网站（Fiverr）兼职员工的月均收入为103美元，而Getaround公司兼职员工的月均收入为98美元。21

《纽约客》杂志上一篇文章引用的平台经济公司官网和博客的数据表明，这种工作模式会对从业人员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困难。芝加哥的一个来福车司机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因为她怀孕9个月还在接单，她刚送完一个乘客，又马上接下了新单子。来福车司机平均每单赚11美元，所以“玛丽不停接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零工经济已经进一步日常化，即多赚11美元比寻求紧急医疗护理更重要，而类似来福车这样的准雇主是不会为医疗服务买单的”。五美元网站标榜自己为精益创业者的自由工作市场，并且还大张旗鼓地在纽约城地铁车厢里打广告，提倡午餐只喝咖啡，宣称如果你是一个“实干家”，“减少睡眠是你最好的选择”，它甚至在一段视频广告中建议，“任何时候都要接客户的电话”。22

除了上面提到的可怕故事，还有大量系统性证据表明，不安全感通常是由临时用工造成的，这对人们的健康和福利有负面影响。比如，一份对发达国家不稳定雇佣关系的93项研究所做的综述报告发现，“不稳定雇佣关系与职场健康和安全的恶化有关……包括工伤率、患病风险、危险暴露、员工和管理者具备的与职场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监管责任有关的知识”。23

尽管职场压力十分普遍，并且有大量证据表明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员工身心健康24有负面影响，但奇怪且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关注过这一问题。纵然已有大量医学文献表明，不利的工作环境会影响身心健康，人们也已经在健康护理成本和人口死亡率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职场压力仍在很大程度上被雇主、政府、商学院忽视了。新西兰人力资源研究所前行政长官克里斯·蒂尔（Chris Till）告诉我，当他向新西兰政府谈及职场环境与人口健康存在密切关系时，政府官员回应说，“压力是工作的正常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政府对此不以为意，也不会为此做点什么。蒂尔注意到，政府根本不知道工伤数量比突发的人身伤害或安全事故数量大，也不知道慢性压力和对健康有负面影响的管理方式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支出都要由企业和社会来承担。

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院长达姆·卡萝尔·布莱克（Dame Carol Black）告诉我，2011年，她和著名的组织心理学家卡里·库珀（Cary Cooper）爵士兼教授在超过100所英国商学院做了一项即兴调查，以评估它们在课程中是否涵盖了员工健康、工作参与度和员工福利等内容。他们发现，答案是“完全没有”。25在雇主方面，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很少的企业会评估与工作有关的压力，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企业就更少了。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生、阿尔忒弥斯关系战略咨询公司（Artemis Connection）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丽丝蒂·约翰逊（Christy Johnson）一直对战略执行过程中人的因素非常感兴趣。她告诉我，“企业会公然反对员工如实反映职场中出现的状况”。当我质疑她的说法，提到人力资源部门的相关工作以及很多企业都做过员工调查时，她的回答是，这些工作大多只是为了应付公司规章、法律规定和风险管理所提出的要求，以避免企业被起诉，但实际情况是，很多企业根本没有认真理会收集来的调查数据。

并非所有公司都忽视系统性评估职场所导致的健康和福利问题，盖洛普－健康之路(3)联合开展的全国幸福指数调查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该项调查数据和盖洛普研究专家关注到了员工福利、员工健康、工作参与度和公司表现。但需要注意的是，盖洛普的调查结果只反映了地域状况，没有反映具体的公司情况，所以人们并不知道哪家公司做得特别好、哪家公司做得特别差。盖洛普报告称，“只有12%的雇员强烈认同他们是因为雇主才拥有更强的综合幸福感”。即是说，大多数雇员并不认为工作会增加幸福感。26

当然，还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不过并不多。有些公司已经证明，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以及整体福利既是可行的，也是具有经济效益的。

2004年，安泰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贝托里尼（Mark Bertolini）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滑雪事故，差点丢了性命，从此他的左胳膊一直处于剧痛中。当时，他的儿子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癌症，也正在接受治疗。这一系列经历让贝托里尼开始关注健康以及其他非传统疗法。安泰保险公司已经将员工健康放在了首要位置，关注员工的身体、心理、社交和财务健康。272015年，安泰保险公司将员工的最低工资提高了33%，提高到每小时16美元，大约有5 700名员工因此涨了工资。安泰保险公司还调整了健康福利政策，减少了员工在健康方面的现金支出，为员工提供免费瑜伽课程，大约有1/4的员工参与其中。至少参与过其中一项课程的员工表示，“平均而言，他们的压力水平下降了28%，睡眠质量改善了20%，身体疼痛减轻了19%。他们的工作变得更高效”。28公司还为员工提供了减肥项目和健康体检。2016年，安泰保险公司发起了学生贷款偿还项目，每年为背负学生贷款的员工提供最多2 000美元的资助。在安泰保险公司，卫生健康成本呈下降趋势，偶尔在有些年份仅比全国平均成本略高，这可能是公司在员工福利上投入了更多资金的缘故。

贝瑞—威米勒是一家产值达25亿美元的制造公司，公司拥有1.2万名员工，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工厂。几年前的一天，其首席执行官查普曼把他的一个想法告诉了我：“我们逐渐意识到，所有为公司工作的这1.2万名员工都是他们的父母所珍爱的子女，并且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将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查普曼决定，把公司的目标设定为让员工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能开心回家。当公司不再把员工当作工具，而是当成一个被他人所珍爱的人时，一种员工相互关心的企业文化就建立起来了。结果是：利他的程度越高，即“员工真正不计回报地为他人付出得越多”，公司在经营上的表现就越好，即便该公司处于竞争异常激烈的传统制造业，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也高达16%。

查普曼现在已经成为这一理念的“布道者”，他还写了一本书《每个人都很重要》29。他到处宣讲贝瑞—威米勒公司的方法，介绍公司围绕员工福利打造企业文化的过程。他评论说，“在美国，88%的员工认为工作单位不关心他们的福利，75%的员工对工作不满意。我们知道，如果员工觉得没有受到重视，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没有身处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而这会带来负面后果。我认为，如果员工觉得工作很开心而不是觉得压力很大，那么他们的健康问题会减少40%。”

我们发现，有些公司的确很关心员工福祉，并且我们在撰写本书时检视了很多研究成果和著作，它们都提供了与关心员工相关的经济和社会理由。30公司完全有可能在关心员工福祉的同时，实现经营目标。然而，关于工作压力、员工健康和员工满意度方面的数据表明，大多数公司领导者需要关注和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要追求人的可持续发展

有时候，甚至是最普通的行为和决策，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企业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和优先考量。所以，虽然与经济发展和土地使用有关的决策要考虑诸多烦琐的要求，包括环境保护等方面，但纵然要求如此之多，这些监管规定却几乎总是会忽视受其影响的员工福利。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10年，大型连锁超市企业西夫韦（Safeway）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灵格姆（Burlingame）扩大店面。西夫韦提交了一份环境影响报告，供公众审查。报告内容包括所有重大建筑或重建工程，详述了店面扩建对飞机起落和道路交通的影响，概述了景观美化和标识计划，以尽可能保持美观，并且强调了诸多企业和承建商能做的事情，比如从拆除的旧建筑中回收利用废物，将工程的环境影响最小化等。

这份报告并无新奇之处，每年有成千上万份这样的报告。这类环境评估背后的根本假设很简单：建造任何东西都会在很多方面破坏环境，而优秀的管理工作要求企业在从事经济开发的同时，尽可能维护自然环境，减少环境破坏。如果修建或重建是对重要历史遗迹的重大改造或拆除，那么肯定应该让该项目承担更多的保护要求和更高的维护成本。此外，发布这类报告并在修建之前进行环境评估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比起随后再来补救可能对环境、重要历史建筑等造成的负面影响，事先预防破坏的发生要更容易。

关于自然环境，人们已经树立了关注可持续发展、避免环境恶化的共识。法律和监管制度会阻止和处罚那些污染空气或水的行为。很多企业在广告、年报和其他宣传中吹嘘自己所践行的“绿色环保”责任。他们详细描述了公司减少碳排放和缓解其他形式的环境威胁的做法，这些做法已经成为日常商业行为的一部分，使得人们经常忘记，不久之前环境管制还被人们坚决抵制。很少有企业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品牌塑造的重要部分，它们也没有在客户和员工中灌输这一理念。

初看起来，西夫韦的环境影响报告内容尽管毫无新意，但似乎很全面。该工程的实施范围有限，只是在一个已经得到开发的商业区域内重建一些建筑，以取代某些现有建筑，但报告还是没能考虑到店面重建的某些影响。重建期间，该店面要关闭超过一年时间，而现有店面有几十个雇员。2010年，店面正式关闭，当时美国劳工市场正在从金融危机中缓慢恢复，而经济仍处于紧缩状态。一方面，西夫韦在建设期间会移除树木、暂时影响交通和车辆停放，所有这些问题在报告中都有提及。另一方面，企业的行为还会影响其经营效益和员工的生活，而这些问题在报告中没能得到讨论。尽管事实上西夫韦的确将某些员工安置到了附近的其他店面，但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做法，也没提及如何安置剩下的员工，简而言之，没有提及这一相对常规的商业拓展行为对员工福祉的影响。

这类案例并不鲜见。欧盟冒着和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风险，要求美国和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一样，为其航班飞入欧盟领空所造成的碳污染付费。当时这一要求受到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这一情况被媒体广泛报道31。与此同时，欧盟显然并不关心诸如美国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之类的航空公司已经削减并仍在持续削减工资、工作岗位和养老金，而这些做法已经对企业的人文环境和员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

还需要我提供更多可持续发展运动忽视了员工福祉的证据吗？如果你登录通用汽车的官网，就会发现它展现了自己在承担可持续发展责任上的良好信用，你会知道，通用汽车是获得清洁能源专利最多的企业，是全球使用太阳能列阵数量最多的五大公司之一，拥有11个垃圾填埋场，还运营着由野生动物生境理事会（Wildlife Habitat Council）认定的26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你不知道的是，通用汽车在过去10年的裁员数量，企业如何减少新员工和老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如何管理与员工福祉有关的职能部门的工作氛围和工厂环境。通用汽车也不会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呈现当前或过往员工总体的身心健康数据。

同样，美国最大的雇主、拥有超过100万名员工的沃尔玛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希望解决三方面问题，包括能源、废弃物和产品。32沃尔玛的全球责任报告尤其强调了可再生能源和应急准备。当报告谈及与员工有关的指标时，沃尔玛的关注点放在了员工晋升数量、新员工中女性和有色人种的比例，以及企业招聘退伍军人的数量上。33但沃尔玛没有提及是否为员工支付了足以维系生存的薪酬，是否为员工提供了足以让他们接受医疗服务的医保，或者是否执行了工作和生活平衡政策，比如在工作日给予员工一定的时间去履行与工作无关的家庭义务。

尽管在向各利益相关者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值得称道的进展，但我们对员工福祉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才刚刚开始。目前的情况仍然是，“对与可持续发展风险有关的人权和劳工问题的研究和报告，远不如对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环境和政策问题的研究和报告所取得的进展大”。34

我们指出西夫韦、通用汽车、沃尔玛或其他企业在管理实践中缺乏对员工福祉的关注这一事实，并非有意针对它们。实际上，展现自己在减少废弃物、节约能源、循环利用和一般性地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成就，已经迅速成为很多大型企业的惯常做法，同时，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所提及的领域还在迅速扩大。然而，在员工福祉问题上，报告中所包含的内容通常只局限于由工伤事故所造成的工作时间损失的数据，以及其他非常有限的指标，而这些指标完全不能充分评估员工福祉的可持续性。

当然，还是有一些例外情况的。有些企业已经采取了更全面的视角，报告了员工福祉状况，其他企业可以向它们学习。比如，2012年，英国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修改了其健康和安全政策，将员工健康和福祉纳入公司员工战略的关键构成要素。公司既报告了工伤事故导致的工作时间损失数据，也报告了员工生病造成的工作时间损失数据。改善员工健康位列英国电信公司健康和福祉战略的第一条。公司为生病或残疾员工提供帮助，让他们能够调岗到其他工种，从而不至于被裁员。英国电信公司已经开发出一套“心理健康工具”和一套“压力风险评估和管理工具”，自2008年以来，已经在心理健康支持方面培训了大约5 000名管理者。最重要的是，英国电信公司管理体系和管理哲学的第一条就是：“对任何组织而言，首要和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避免对其员工造成伤害。”如果有更多企业既在思想上又在行动上重视员工健康，那么企业和员工都会从中受益。

就人类社会而言，人们显然更关注自然环境，而不太在意企业本身对工作氛围、对在其中工作的员工的影响，这一事实对人们理解当代社会有着重要启示。它解释了为什么工作尤其是好工作正在消失，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多国家都有大量员工表示自己的工作压力、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与日俱增。职场社会为如下简单的真理提供了日常注脚：哪些问题得到重视，哪些问题就能解决；哪些问题得不到关注，哪些问题就不会得到改善，甚至还会变得更糟。没有衡量标准，不在报告中呈现，不要求考量与制造污染和环境污染不同的“职场社交污染”的后果，企业就会持续使用惯有的决策逻辑，这种逻辑乐意甚至有意忽视对员工福祉的关注。

不仅企业及其社会责任报告强调自然环境而非人文环境，就连公共政策也是如此。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环境监管法规限制废弃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并且以里程数为标准强制汽车报废。在企业治理层面，存在着很多有效的手段、政策和规定，比如要求公司董事委员会聘请独立董事，企业也可以付诸努力来评估、披露、限制环境和治理风险。这些举措覆盖面很宽泛，受到的关注和重视远甚于员工福祉。诚然，对最基本的诸如工伤事故和死亡等员工人身安全方面的监管，已经大幅降低了工伤事故率和死亡率，并且工厂中的有毒化学物泄漏问题也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如今可以任意裁员、要求员工随时待命和轮班工作，却没能考虑到这些做法给员工健康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

尽管力度非常有限，但的确有一些政策关注到职场环境对员工健康和福祉的影响，并且这种关注还在增加。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健康是一种人权，人群健康能带来很多好处，同时还承认社会心理因素包括职场中造成的社会心理压力，也会影响身体健康。35

在美国，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已经承认，工作环境可能是员工身心健康的威胁或危险因素。该机构不仅试图评估职场健康风险的程度，还要求雇主改善不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减少员工伤亡数量。36然而，直到2011年6月，“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才发起‘全员健康项目’……作为将职场安全和健康保护与健康改善整合起来的一种策略，从而预防工伤和疾病”37。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推出了“健康人民2020”（Healthy People 2020）计划，致力于让员工参与相关的健康项目，从而减轻员工压力。38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机构仍然把重心放在预防工伤和防范员工暴露于有毒物理环境方面，同时也鼓励推进健康改善项目，而在改变对健康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心理方面，它们的关注度相对有限。

英国对工作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投入了更多政策上的关注。这可能是因为英国有更多和更好的评估手段，也可能是因为有害的职场行为所付出的健康成本会影响政府预算，而英国医疗服务的运作和支付方式与美国不同。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院长达姆·卡萝尔·布莱克女士在一次与我的私人谈话中说道：“英国政府从2005年起逐渐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发布了报告《健康、工作和福祉战略——愿景》（The Health, Work and Well-Being Strategy-the Vision）……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糟糕的工作、糟糕的职场环境、糟糕的领导者和缺乏必要培训的管理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39

政策关注和报告披露能让公共机构测算有害工作环境的成本，反过来，该测算又会激发行动。所以，在英国，“据测算，2007—2008年，工作压力造成了1 350万个工作日损失”40，“2011—2012年，110万名员工患有职业病”41。由于工作场所引发的压力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成本，所以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UK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HSE）已经发布了管理标准，试图降低与工作健康问题有关的发病率和经济成本。然而，英国颁布的政策指南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行的举措更多依赖于企业的自觉执行，而不是由其他相关机构制定政策，依靠实质性的处罚和监管执法资源来强制推行。

这给我们带来了启发：如果真的关心人类福祉和人类生活，包括关心人们能活多久；如果关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需要先了解并改变那些导致员工生病、死亡的职场环境。

健康才是衡量系统有效性的指标

关心人类寿命和福祉的理由有很多。首先，诸如《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和公约明确规定，职场健康和安全属于基本人权。42人们对人类健康的道德和社会正义基础做了许多思考。

其次，健康状况是评价组织或其他任何社会体系表现的一项重要指标。英国流行病学家和健康政策专家迈克尔·马尔莫（Michael Marmot）写道：“健康函数就像社会的会计师，如果健康受损，它就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的需求没能得到满足。”43他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该社会成员能够过上怎样的生活密不可分。”44人们的福祉和他们对身心健康状况的自我判断，以及如婴儿死亡率和人类预期寿命等其他指标，都是衡量国家、城市或工作单位等任何社会系统运转状况的重要标准。在运转良好的系统中，人们生活美满，健康长寿；而当系统崩溃或功能失衡时，人们就会生病和死亡。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分析很好地阐释了这一普遍原则。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的改善。但在转型过程中，原先由国家层面提供的健康服务减少了，失业率、经济不平衡和不稳定性在上升，包括酒精滥用在内的社会问题剧增。在这段动荡时期，东欧很多国家人的预期寿命显著缩短。健康状况变差和死亡率提高反映出东欧国家在向新政权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所面临的经济不稳定和社会支持系统崩溃的状况。

评判社会系统功能是否运转良好的另一项常用指标是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对了解获得幸福的决定因素以及如何更好地测量这些因素越来越感兴趣。45毫不奇怪，幸福和健康状况是呈正相关的。一项针对151名青少年的研究显示，健康和幸福呈正相关；46而在383个老年人的案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相关性；47在46个国家进行的关于幸福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存在强相关；48《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从多个国家总结了大量研究成果，发现健康状况和幸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49这些结论是讲得通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生病了，那么他是不可能感到幸福的。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明，员工健康状况是有效衡量组织有效性的重要维度之一。

除了以上两点，还存在着强有力的经济理由，让人们对员工在职场的福祉投以更多关注。全球医疗卫生成本飙升，部分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意味着人口平均年龄在增大，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一直持续恶化的职场环境。一项将工作环境与心理健康联系起来的研究显示，“已有的证据为如下观点提供了佐证，即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工作条件已经日益恶化”。50

欧洲发生的情况同样适用于美国，因为后者在保护劳动力市场方面采取了更加自由放任的态度。

全球很多国家面临医疗卫生成本的大幅增长，其增长部分大多来自诸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而有些慢性病是可以预防的。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显示，在美国，超过2万亿美元的年度医疗支出中，有超过75%是由慢性病患者花掉的。如今，糖尿病和血液循环系统疾病之类的慢性病也正在发展中国家蔓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家。51糟糕的健康状况给社会和公司层面都造成了效率的巨大损失。世界经济论坛的这份报告还指出，患有慢性病的员工工作效率降低，而这带来的经济损失是这些疾病庞大的直接治疗成本的4倍。

职场环境健康，员工行为才健康

由于医疗费用的不断增长、员工生病导致的生产力损失，以及企业替换因长期生病而丧失劳动力的员工所增加的成本，所以全球的雇主和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改善员工的健康和福祉。然而，这些措施大多只关注了影响员工个人的行为决策，比如不健康饮食、缺乏锻炼、抽烟以及饮酒和药物滥用等，却很少关注影响员工压力水平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压力给员工行为造成的影响。

类似的健康改善措施在美国尤为普遍，比如，雇主一直在为员工直接支付医保费，因此，也间接支付了员工的医疗费用。世界知名决策咨询公司兰德公司（Rand Company）发布的一份评估员工身心健康计划的报告显示，2009年，在美国，拥有超过50名员工的企业中有大约50%的雇主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员工身心健康计划，拥有超过200名员工的企业中有大约92%的雇主提供了这类计划。52这些计划鼓励员工及其家人参加锻炼、戒烟、健康饮食、限制酒精摄入，以及监控血压和胆固醇等生理指标，确保它们处于健康状态。由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Aon Hewitt）针对800家大中型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79%的企业会试图使用降低由员工支付的保险费比例等奖励方式来鼓励员工改善自身健康。怡安翰威特还发现，这些企业会对没能改善各项生理指标和生活方式的员工实施惩罚。53

尽管雇主很关注医保开支，也关注员工缺勤率、流失率和生产率，试图改善员工个人的健康状况，但大多数员工身心健康计划的关注范围过于狭窄，不可能实现企业想要达成的目标。如向员工提供营养咨询、压力咨询、健身课程和适度的财务激励等雇主干预措施，甚至包括征收烟草税等公共政策干预措施，几乎都只专注于让员工个体做出决策，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

比如，大型连锁超市西夫韦的“健康评估项目”就颇受社会关注。该项目由企业首席执行官发起，内容是：如果员工能控制自己的某些行为，比如戒烟，将体重、血压和胆固醇控制在正常水平，企业就会降低由员工支付的保险费比例。54这类项目有一种预设，认为如果雇主帮助员工增长了关于营养和锻炼的知识，为他们提供了健身和减压的机会，帮助他们检查健康状况，以及为员工提供适度的金钱激励，让他们参与该项目，那么这些干预举措就足以让员工改变行为。但问题在于，雇主很少将职场环境本身纳入考量范围，并且很少考虑到底是哪些重要因素影响了员工的行为。

这种忽视令人遗憾，因为大量研究表明，酗酒、抽烟、滥用药物以及暴饮暴食等与健康有关的个人行为是受到工作环境影响的。55比如，在很多律所中，工作时间很长，律所的企业文化也通常被认为具有很强的人际竞争性。《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有21%的律师有酗酒问题，有28%的律师正在与轻微或更严重的抑郁症做斗争，还有19%的律师患有焦虑症”。56正如该文章所说，很多律师有严重的药物上瘾问题，而最初他们使用药物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延长工作时间。

职场环境影响着员工对自身生活的看法，也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毫不奇怪的是，那些对自己人生不满意的员工照顾好自己、保持健康的可能性更低。正如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iedman）在解释“上瘾”时写道：

人们更有可能通过药物或食物释放压力，这就是所谓的“安慰性食物”，没有人会对这一事实感到惊讶……如今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压力和上瘾之间存在关联。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研究告诉我们，通过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就能解决上瘾问题。57

企业知道职场环境的这些影响，但没能有效改善环境。比如，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华信惠悦[Waston Wyatt，现在的韬睿惠悦公司（Towers Waston）]在2008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48%的企业认为，诸如长时间工作、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工作等与工作有关的压力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然而，只有5%的雇主表示，他们正在采取行动以改善健康和绩效之间的关系。58

由于大多数雇主对健康干预措施的首要关注点并非能够影响健康的职场环境，所以毫不奇怪，职场健康项目通常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但还是有人误以为这类项目获得了成功。关于健康项目，首先，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干预措施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评估。其次，该项目的员工参与度也很重要。比如，连锁超市HEB发现，相比于没有参与职场健康项目的员工，参与了该项目的员工每年要为公司节约医疗支出1 500美元。59不过，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员工对于职场健康项目的参与率通常并不高，只有不到一半的员工参与。盖洛普的调查发现，“在提供职场健康项目的公司中只有24%的员工参与其中”。60在斯坦福大学，在职场健康项目运行时间长、管理完善、措施全面、领导者大力支持、财务激励政策到位的情况下，还是有超过35%的员工没有参与。

研究人员对32篇已发表论文所做的一项元分析(4)得出结论，“在职场健康项目上每花1美元就会使得医疗费用降低约3.27美元，旷工成本降低约2.73美元”。61然而，一项最新、最全面的分析表明，“职场健康项目的投入回报比低于1”。62对百事可乐职场健康项目“健康生活”（Healthy Living）的研究发现，“连续7年参与一项或两项内容的员工，平均每人每月减少30美元的医疗费用”，其中加强疾病管理对医疗费用的减少做出了贡献，而生活方式的改变没起到任何作用。63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表明，健康项目对诸如饮食和健康生活等生活方式的选择会有一定影响，但针对5家雇主的超过36万名员工所做的分析表明，参与健康项目每年只能使医疗费用减少157美元，这一数字既无统计重要性，也无实质重要性。64当员工的工作环境恶化甚至培养了糟糕的习惯时，你不可能期望员工会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请暂且抛开关于雇主发起的职场健康项目有效性的争议，思考一下雇主经常使用的评估这些健康干预举措的标准。这样的思考是非常有益的。通常，雇主几乎只会关心健康医疗费用。成本当然很重要，但也许，仅仅是也许，对员工健康项目的评估还应该关注员工的健康和福祉：他们的身心健康，甚至是他们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健康状况与医疗费用并非完全相关。毕竟，如果一个人跳楼身亡，就不会再产生医疗费用了。雇主不应当像现在这样不假思索地把经济成本的考量置于员工福祉之前，成本也不应该作为评价健康项目有效与否的唯一标准。

雇主选择与医疗系统的表现

在探讨健康和医疗费用时，雇主通常会先关注员工的个人决策。有一项分析测算出，在美国每年死亡的240万人中，超过100万人死于与饮食、锻炼和药物滥用有关的糟糕个人决策。65

个人决策是决定医疗系统表现的第一个因素，除此之外，很多公共政策讨论和实证研究都集中在美国医疗保健系统表现不佳的另外两个可能的因素上，而表现不佳意味着花费大量金钱却无法获得更好的健康结果。尽管美国是全球药物和医疗设备创新的领先国家，在技术和健康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巨资，但实话实说，美国医疗系统的表现显然是低效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的报告，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美国在健康医疗上的支出是全球最高的——各州人均7 662美元，该数据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健康医疗支出均值的2.6倍。美国的健康医疗支出占了GDP的16.9%，这个比例是经合组织成员国相应平均水平的1.8倍，同样是全球最高。然而，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排在全球第27位，新生儿每千人死亡率排在全球第53位，6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排在全球第23位。66

在降低医疗费用、改善医疗系统表现方面，人们通常会关注诸如健康医疗系统的组织和支付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行政开支负担等社会层面的选择。67有证据显示，由于美国的医疗支付报销大多交由保险公司来管理，所以美国多花费了大约30%的管理成本。这是医疗服务提供商不得不与诸多保险公司打交道，而保险公司又要与诸多医疗服务提供商进行结算的必然结果。与此有关的更宏观的关注点在于，哪些情况应该或者不应该由保险公司赔付，比如，投保前既往病史、节育和另类疗法；以及如何解决大多数发达工业国家所面临的为老龄人口支付医疗费用的问题，尤其是如何更合理地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分配医疗费用。

人们认为决定医疗系统表现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实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组织的内部管理机制，包括如何确保医疗服务提供商所面对的激励机制足以使其提供低成本服务。比如，已经有人研究了对医疗机构采取财务激励措施的有效性，也有人分析了在医疗机构中开展持续学习和改进实践的有效性。68

这些当然都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然而，雇主行为决定职场环境，职场环境又会对员工福祉产生影响，忽略这一效应是相当不明智的。人们通常不会在意雇主平日里在创造健康或有害的职场环境方面都做了些什么，但这些雇主行为对于员工的福祉、健康和医疗费用至关重要。

你可以思考一下雇主决定员工工资的例子。尽管工资部分是由劳动力市场状况所决定的，但同一个行业中同时存在低工资雇主和高工资雇主——好市多和沃尔玛提供给员工的薪酬就有很大差异。工资会影响健康，这一理论证据确凿。比如，一项针对1.7万名员工并使用了“收入机制专门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数据的研究显示，工资高低与基于医生诊断的自我报告的高血压发病率在统计意义上呈显著负相关。数据表明，工资越高，员工报告身患高血压的可能性越低。工资高低对健康的影响在女员工和25～44岁的员工中更为明显。这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显著相关性的纵向研究，所以在研究早期阶段，工资高低就被用于预测员工是否会被诊断患有高血压，从而建立了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证据显示，工资翻倍会让员工患高血压风险降低25%～30%。69其他很多雇主就工作时长以及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所做的决策也会影响健康，你会在本书中看到这一现象。

我的基本观点很简单：员工的福祉掌握在雇主手中。雇主可以采取能够改善员工福祉和身心健康的措施，从而通过降低员工医疗支出、缺勤率、员工赔偿保险成本，以及员工由于工作心不在焉所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减少雇主自身的成本。这类雇主行为还能通过改善员工糟糕的身心健康状况，以及避免对员工个人造成伤害，来降低社会成本。简而言之，雇主可以采取最佳方式来改善员工的生活；或者相反，雇主要么有意，要么由于无知和忽视，创造出了导致员工生病甚至死亡的职场环境。

要想改善员工健康，削减不必要的医疗开支，减少不必要的生病和死亡，就必须关注与职场有关的干预措施，制定相关政策，从而营造健康的职场环境，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一个更健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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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环境对员工健康的影响

糟糕的职场环境会给健康带来危害，哪怕你自己就是营利性基层医疗机构的一名医生。一名名叫苏珊的原基层医生描述了自己和一些同事过度工作所付出的代价，还讲述了一个首席执行官“一旦工作进展不顺就会抓狂”的故事：

几天前，我刚和我们的一个副总裁谈过话。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她身上起了带状疱疹……去年夏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我的心情简直糟透了，我每天都会独自哭泣。我讨厌我的工作……作为管理者，我一人负责两个到两个半员工的工作。

我在研究过程中听说过大量的故事和佚闻，并且查阅过很多关于职场压力及其后果的文章和数据。我面临的挑战在于：找出数据，做出合理而准确的分析，从而预测有害的管理行为所造成的经济代价和员工代价。这就是本章的主题。

近十年来，我一直相信，有害的职场环境会对员工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并大幅增加经济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决策导致了糟糕的工作环境，但也只有通过管理决策，我们才能改变糟糕的工作环境。遗憾的是，这样的决策实在太少了。但如果员工的确是工作致死的，如果有害的职场行为导致了巨大的成本，那么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应该回答4个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界定前述现象的范围：

·　特征明确、具有共性的现代职场环境，其糟糕程度、有害程度到底有多高？

·　在美国，职场环境在生命和经济方面付出的总代价有多大？

·　在糟糕工作环境中的暴露度差异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健康方面，比如寿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　最重要的是，虽然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迅猛的技术变革使得打造没有压力的职场环境似乎不太可能，但仍有多少员工代价和经济代价是可以避免的？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分析和建模技能，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但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乔尔·戈（Joel Goh）和斯蒂凡诺斯·泽尼奥斯（Stefanos Zenios）的帮助，前者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现在已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而后者是我们运营和信息技术小组的讲座教授。本章将介绍我和我的同事、其他研究人员和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讲述糟糕的职场环境使我们在不同方面付出的代价。对那些对诸如哪些职场环境最有害、我们该如何整合我们的分析等细节不感兴趣的读者，我们将在这里对每个问题给出我们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

·　在我们所确认和研究的10个有害职场特征中，几乎每个特征对健康的危害程度与暴露于二手烟和受到管制的已知致癌物中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一样，包括死亡率和罹患经医生诊断的疾病。

·　总体而言，在美国，职场环境也许应该为每年12万非正常死亡人数负责。职场环境已成为第五大致死原因，使人们在医疗开支上额外花费了约1 800亿美元，占总医疗开支的将近8%。

·　有害职场环境对不同员工的影响程度主要与员工受教育程度有关，部分还与种族和性别有关，这大概能在10%~38%的程度上解释预期寿命差距形成并不断扩大的原因。

·　通过将美国与欧洲27个国家进行比较，我们测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有一半（6万人）、额外医疗支出大约有1/3（630亿美元）是可以避免的。

其他研究也指出了有害职场环境使人们付出的极大的员工和经济代价。有一种实证方法专门研究由职场环境造成的特殊疾病的比例，这种方法被称为“归因分值”（Attributable Fraction）。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使用这种方法测算出，2007年，美国有5 600例致命工伤和53 000例致命疾病要归因于职场环境，它们所带来的医疗开支“至少与同样数量的癌症患者的医疗开支一样大”。1另一项研究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并采用了1997年的数据，研究人员预计有4.9万名死者的死因与职场环境有关，而这是当年美国的第八大致人死亡原因。2

在澳大利亚，根据一项测算，职场压力每年会导致148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工作压力、性骚扰和欺凌占心理疾病致病原因的75%。3而且，澳大利亚心理学协会（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执行主任表示，一项关于工作压力和福祉的调查揭示了“员工心理健康和福祉呈恶化趋势”4，这一趋势也可以在美国观察到。衡量与健康有关的效率损失的研究显示，在美国，“由于健康问题，每年约有2 600亿美元的产出损失”。5

还有一项研究使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比较风险评估法来计算职场风险成本，该研究测算，全球每年有85万人因工死亡，相当于损失了2 400万年的健康人生。6欧洲职业安全和健康署（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测算，60%的工作缺勤是由工作压力导致的。7这些测算都表明，有害的职场环境会使企业和社会付出惊人的员工和经济代价。

人们可能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能解释医疗费用和死亡率。尽管对员工而言职场是一种重要的环境，但它显然不是唯一的环境，或者说不是造成健康问题的唯一因素。比如，家庭就对健康有重要影响。正如一项早期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家庭构建起了也许是最重要的社会环境，疾病会在这一环境中产生或消除。可以说，家庭是健康和医疗护理的基本单位”。8

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也表明，人们所生活的社区对健康和福祉有重要影响。在澳大利亚汉密尔顿和加拿大安大略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社区成员的社会经济背景会对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也会对社区中抽烟的成员与其健康之间的关系强弱产生影响。9另一项采用来自芝加哥的数据的研究检视了居民流动性、移民集中度和社会经济状况对健康的影响。10由于社会和物质资源（包括有效的健康医疗资源）在各个社区之间有很大差异，因此生活于哪个社区对于健康也很重要。

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健康。社会关系对健康的影响来自诸多方面，包括人际关系对人们个人行为的影响。请看几个例子。一项研究发现，在社会网络中，肥胖是有社会传染性的。如果A君有一个朋友，而这位朋友在一段时间内变胖了，那么A君变胖的概率会提高57%。11回顾关于饮酒的社会效应的研究文献，有助于解释同伴对他人饮酒产生影响的三种机制：同伴提供了酒精；同伴为饮酒树立了榜样；同伴的饮酒行为有助于决定适度饮酒的社会规范和预期。12对药物滥用的诸多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社会环境对一个人有多大概率会滥用药物和药物成瘾起着决定性作用”。13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人们会受到同伴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会发生在与健康有关的行为上。

通常，在人们需要得到帮助以改变自身行为时，阻止药物滥用的项目就会启动，为人们提供引导师和社会支持，而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同伴对他人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类项目通常还会试图努力改变与求助者保持密切往来的人，从而让求助者及其同伴都远离他们彼此之间的负面影响。此外，社会关系还能提供友情、情感支持和倾诉对象，这能减少压力的有害影响。

其他因素也能影响健康和寿命，如基因和随机因素。例如，遭遇车祸或买了一辆有故障的车，从而影响了健康和生命。正如一篇医学文章所说，“基因几乎影响着每一种人类特征和疾病”。14

因此，并非所有疾病或身体不适都可归咎于个人行为，也并非所有疾病和死亡都是人们身处职场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职场对于健康而言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工作场所是人们度过光阴的地方，是人们获取收入的地方，也是人们获得或争取获得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地方。在美国，工作决定了人们能否获得以及能获得哪种医保和医疗服务，至少在《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CA）通过之前，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该法案通过之后，情况就是如此。有些职场环境充满压力，有些则不然。过去几十年来的大量研究文献持续表明，压力对健康有负面影响，15有些影响甚至具有因果性，比如压力会令人做出与不健康行为有关的个人决策。16

任何增加了压力的职场行为都会使得人们的健康状况更糟、医疗费用更高。相反，任何直接缓解了压力或提供了应对压力的方法的管理行为都会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并相应地降低医疗费用。由于健康和长寿与能获得多少医疗服务直接相关，因此，诸如提供医保，从而降低医疗服务成本之类的职场政策，也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及经济保障产生影响。

我们应该直接估算职场行为对健康和相关成本的影响，但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关于人们所在的职场环境及其对健康的持续影响，我们缺乏长期数据。于是，我和乔尔·戈、泽尼奥斯不得不在模型中使用间接估算法和多个来源的数据，以计算有害管理行为的物理和经济成本。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和所做的敏感性分析表明，这些数据是可靠的。如果读者对此感兴趣，可以在由同行评审并发表的研究文章中查找相关的技术性细节。17

我们使用了一套简单明了的逻辑分析流程。首先，我们评估了主流的雇主行为和职场环境——我们称之为“职场接触”（work exposures），人们有理由认为它们对雇员健康有着积极或消极影响。我们使用了来自几轮“综合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评估了人们在生活中所持的态度和身处的环境，从而估算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身处不同的职场环境中。

其次，我们使用了一种综合多个研究成果的方法——元分析法，来估算职场接触对死亡率和患病率的影响有多大。18最后，我们使用了不同健康水平人群的医疗费用的全国性数据，来估算这些消极健康结果的成本。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运用了各种方法，以避免重复计算各种职场接触效应或由职场接触导致的各种消极健康结果。

我们对流行病学文献的回顾揭示出10种主要的职场接触，它们和能影响雇员健康和寿命的雇主决策有关：

1．失业（有时是裁员导致的失业）；

2．没有医保；

3．倒班（不同于常见的白天工作制），并且还要工作更长时间，比如与通常的8小时工作制不同，雇员每10～12个小时轮一次班；

4．每星期工作时间长（如超过40小时）；

5．没有工作安全感（如同事被裁员或者被解雇）；

6．面临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

7．对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环境只有较低的掌控力，包括在工作中只有较少的自主权和决策权；

8．面临严苛的工作要求，如必须快速完成工作；

9．身处提供低水平人际支持的工作环境（如没有和能提供人际支持以缓解工作压力的同事建立起良好关系）；

10．在工作环境中，与工作和职业有关的决策似乎是不公平的。

在这些评估中，首先，我们使用了来自最新几轮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来估算美国职场出现这些现象的频次。其次，我们在在线数据库MEDLINE上搜索与这些职场环境和健康状况有关的词，初步找出了将近3 000篇相关文章，我们对这些文章的研究表明：①有很多流行病学文献已经在职场环境因素与健康之间建立了关联；②我们一开始选取的工作环境维度是估算工作环境对健康影响程度的恰当出发点。为了让元分析得出有效结论，我们只借鉴了那些采用了大样本（超过1 000个受试者）并使用了最先进和最恰当的统计方法的文章。最后，我们整合了超过200项研究成果，将其用于对职场行为的致死率进行元分析。我们使用这些研究成果估算出了不同的职场接触对于健康的影响程度，当然，不同的职场接触对于人们健康的损害程度也是大小各异的。

尽管以前也有人对关于职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展开过回顾和元分析，但他们大多只关注单一职场压力因素，比如工作的不安全感19、工作时长20、职场中人际支持的匮乏21，以及心理需求和工作自主权22。我们的实证估算对现有研究文献的补充在于，我们的估算结果整合了最新的实证研究成果，并运用了常见的方法和标准来探究10个职场维度对4种健康状态的影响。

我们所认为的4种健康状态是：死亡、患有经确诊的疾病或处于医治状态、自认为有心理疾病，以及自认为有生理疾病。研究文献通常将健康问题以及死亡分为存在或不存在两种情况，我们也遵循此惯例。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由单一因素还是由一组因素来衡量，自认为有生理疾病已经被证明是预测后续死亡或患病的重要指标，即便对与健康有关的其他因素做了统计上的考量之后，情况也仍然如此。23此外，通过自认为健康与否这个指标能够预测后续患病和死亡，这种前瞻能力在不同种族和年龄段都适用，因此，将自认为健康与否作为评估依据，其价值显然是极具普遍性的。24

不健康的职场行为像二手烟一样有害

在医学文献中，健康影响通常以“比值比”（Odds Ratio，OR）来表示。我和同事在做元分析时，也用到了比值比。例如，比值比为2的意思是，面临某种特定职场压力的人拥有某种特定健康状态（如死亡或患有被医生确诊的疾病）的概率是未面临这种压力的人的2倍。对于非科学家而言，理解比值比，也就是理解健康影响的重要性，通常是很困难的。因此，为了给我们的分析结果所具有的重要实践价值提供某些背景资料，我们将职场接触对健康的影响程度与二手烟进行了比较（如图2-1所示）。众所周知，二手烟是一种环境致癌物。由于认识到了接触二手烟的负面健康影响，美国和全球多数国家制定了公共政策与监督措施，以减少人们接触这种致癌物的机会。因此，公共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大巴，以及办公室、餐厅、剧院等诸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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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对比职场接触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程度与二手烟对健康的影响程度



如图2-1所示，从（a）到（d），呈现了我们通过元分析得出的比值比，该数据反映了不同的职场接触因素对健康状态的影响。25这一分析结果已发表在由同行评审的期刊上，该分析包括医学文献中报告的二手烟对以上4种健康状态的影响程度。结论是确凿的：大多数职场接触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堪比甚至大于二手烟。这些结果表明，假设每次只考虑一种职场接触因素，那么职场接触显著增大了雇员的健康风险。

比值比高于1表明，图表中列出的职场接触因素提高了人们处于消极健康状态的概率。比如，没有医保，患上被医生确诊的疾病的概率就会提高一倍。职场接触因素上标有“a”的比值比是通过两项或一项研究计算出来的，结果也许不那么可靠。误差线被用于表示标准误差，它们表明，每一组数据之间存在多少差异。如果两条误差线的重合度不高于它们长度的一半，这就表明，随机观察到的差异的概率低于5%，即统计显著性p < 0.05。

职场接触因素成为第五大死亡原因

如果一种职场接触因素的消极健康影响不太经常出现，那么它就不会引起组织或公共政策的干预。人们的健康状态既由某种导致消极健康后果的职场接触因素决定，也由该职场接触因素的流行程度决定。我和我的同事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是，估算所有10种职场接触因素对利益攸关的两种结果——死亡率和医疗费用的累计影响。首先，我将介绍死亡率的分析结果。

我和乔尔·戈、泽尼奥斯设计并使用了一种用于降低重复计算可能性的模型，我们的估算结果是，10种职场接触因素每年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总人数为12万。为了弄清这一数字所表示的意义，我们只需知道，恶劣的、不健康的、有压力的职场环境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因患有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流感、肾病而去世的人更多，大致相当于2010年报告的死于意外和中风的人数总和。这些由疾病所引发的死亡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防控中心。26

其次，我们还估算了每种职场接触因素对死亡率的边际影响，表2-1呈现了相关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出于各种统计上的原因，表格中的数据加起来与我们估算的总死亡数是不一致的。


表2-1　职场接触因素与非正常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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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医保是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一职场接触因素，失业次之，缺乏工作安全感再次之。倒班与13 000个非正常死亡事例有关，缺乏工作掌控感和自主权也是造成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因素，每年导致了17 000人非正常死亡。早前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工作自主权是预测心脏病突发和死亡率的重要指标，27我们的研究结论与此是一致的，同时还支持了早前发表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了没有医保对死亡率的影响。28在我们的数据中，有些因素的确会导致医疗费用的增加，但不会导致死亡率的提高。它们会增大人们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但不会致命。

值得注意的是，诸如缺乏工作安全感、低人际支持等社会心理因素也对非正常死亡有着重要影响。

我们的估算结果可靠吗？

在美国，每年因职场接触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有12万，这使得职场接触成为第五大致死原因。职场对于人们的健康和福祉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无须过度阐述这一点，我将提供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我相信我们的估算结果在评估职场因素所导致的死亡率方面是保守的。

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的拉尔夫·基尼（Ralph Keeney）发表过一篇论文，他在文中称，使用数学建模法和现有数据可以发现，在2000年的240万死者中，有100万人的死亡是由个人决策导致的。他还表明，介于15岁和64岁之间的死亡中有55%是由个人决策导致的。29基尼得出的结论是：与吸烟、饮食（肥胖）、锻炼和酗酒等行为有关的个人决策是重要的致死原因。

基尼认为，如果这些与健康行为有关的个人决策能够得到改善，就能降低美国人的死亡率。从本质上讲，基尼的结论与很多由机构赞助的健康改善计划背后的基本假设没有什么不同，即通过干预来影响个人行为和决策，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降低医疗费用。然而，基尼和很多健康改善计划忽视了一个问题：诸多研究一再表明，包括工作压力在内的压力与不健康的个人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比如暴饮暴食。30其他实证研究表明，压力对诸如饮酒31、吸烟32、滥用药物33等个人行为是有影响的。这些行为正好属于基尼在分析个人决策对死亡率的影响时所涉及的那些行为类型。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职场压力对这些不健康行为的影响不同于任何其他类型的压力。正如本书中提到的很多例子，个人对于压力的响应方式是用药物或酒精进行自我疗愈，以缓解由不健康的职场环境造成的心理痛苦。人们会通过暴饮暴食来补偿高压工作环境带来的心理能量消耗。基尼的分析表明，个人决策每年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0万。我们知道，压力会使得人们做出如下决策：饮食过量、缺乏锻炼、滥用药物、酗酒、吸烟。我们还知道，职场是压力的重要来源，即便算不上最重要的来源。因此，将个人决策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大约12%归咎于职场引发的压力，这一数据似乎是相当合理的，即便这算不上保守估计。

我们不仅观察到压力与健康状态之间的实证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已经更好地了解了压力的危害性，以及压力是如何导致消极的生理反应的。我们的研究逐渐阐明了压力对疾病的影响方式，比如，“对于男性而言，长时间承受工作压力会增大患肺癌、结肠癌、直肠癌、胃癌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概率”。34此外，我们正在逐渐理解压力与健康之间的影响机制。

我们处于进化中的祖先面临着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当面对某种自然界的威胁时，那些战胜了威胁的祖先就拥有了生存优势。因此，在压力因素或威胁面前，这种适应能力使得心率升高，从而使血液和氧气更有效地通过身体输送到肌肉，进而有助于逃跑或战斗。适应能力也使得人们提高警觉性和敏感度，更好地了解周围环境，并对感知到的威胁迅速做出反应。然而，这种适应性反应是一种使脉搏加速的新陈代谢反应，以应对偶发的、短期的威胁，如果应对长期压力，是不利于健康的。

我注意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达娜·卡尼（Dana Carney）曾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当一个人感知到对某种情况所提出的要求已经超过了他……拥有的资源，大脑就会把这种反差评估成一种威胁……如果压力反应足够强烈，那么皮质醇水平就会上升……皮质醇是与慢性压力、系统性炎症、细胞加速死亡、健康状况不佳有关的新陈代谢激素。35

有证据表明，尽管在面对短期的、即刻的威胁时，皮质醇水平上升是有好处的，但在响应压力时皮质醇和其他激素持续维持高水平，对健康却是有害的。36压力对于健康状况不佳的这些生理传导机制提供了因果解释，说明了职场压力是如何导致疾病和死亡的。

此外，已有证据一再表明，职场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来源，并且导致职场压力的很多现象正在恶化，比如，随着裁员频率的增高，以及更多的雇员不得不接受短暂的、临时的劳动合同，人们越来越缺乏收入安全感。越来越少的公司将医保作为员工的福利来提供，并且很多医疗费用被转嫁给了雇员，同时自付额和共付额也一直在增长，我会在后文探讨这个问题。随着使用电脑监控工作状态和工作流程的做法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普遍，员工的工作自主权和自主性已经降低。全球竞争让工作强度变得更高，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会在后文详尽探讨工作时长对健康的影响。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总能与职场产生联系，并且伴随着工作时长的增加，工作与家庭发生冲突的情况越来越多。从机场到餐饮业，企业为了能够随时满足客户的需求，运营时间越来越长，这导致倒班和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变得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少的国家要求商店在礼拜天关门停业。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2006年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时，几乎没有商店会在礼拜天开门营业。如今，随着各行各业营业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多的商店在礼拜天营业的做法已经在很多国家变成了一种趋势。

简而言之，尽管有些企业已经在试图采取措施来改善员工的健康和福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职场压力因素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职场压力对健康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职场接触因素造成每年1 90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正如我在第1章所说，在全球，医疗费用问题既困扰着雇主，也困扰着政府。对该问题的关注引发了如下重要问题：不考虑工作效率的降低和这些职场行为可能增加的其他成本，我们已经确认的10种职场接触因素增加了多少直接的医疗费用？

作为我们研究的一部分，我和乔尔·戈、泽尼奥斯还估算了人们身处有害职场环境所增加的成本。幸运的是，美国政府调查了民众自我报告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民众是否被诊断出患有任何严重的疾病。这项由医疗保健研究和质量局（the Agency of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开展的家庭医疗支出专项调查还涵盖了一年中所有的直接医疗支出，包括自费支出以及由保险、医疗补助、联邦医疗保险和其他补助渠道支付的费用。这些数据让我们得以估算个人健康状况造成的医疗损失。

职场环境对各种健康状况指标的影响、医疗条件和自认为健康状况不佳的平均成本，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就能估算出职场接触因素造成的总成本，也能估算出每一种特定的职场接触因素造成的额外医疗费用。

我和同事估算的结果是，有压力的工作环境所增加的医疗费用每年大约为1 900亿美元，占美国医疗年度总预算的5%～8%。结论是确凿的：在美国，职场环境是医疗费用的重要引发因素。

表2-2呈现了我们对由特定职场环境造成的职场医疗费用增加的估算结果。


表2-2　由于职场接触因素而增加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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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医疗支出的最重大引发因素是严苛的工作要求、没有医保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需要注意的是，造成医疗费用更高的因素与导致非正常死亡的因素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其原因之一，在于由职场压力因素所造成的慢性疾病使得人们更频繁地使用医疗系统，而不必然死亡。当一个人去世，他的医疗费用就终止了，这也是持续时间很长的慢性疾病通常会比突发心脏病之类的骤亡花销更大的原因所在。研究表明，裁员和失业更容易使人们突发心脏病。

尽管不会直接造成死亡，但诸如不公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严苛的工作要求、对个人工作的低自主权等职场环境中的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额外医疗费用增加的重要因素。出于如下原因，我们的费用估算趋于保守。首先，正如我已经表明的，我们的分析只考虑了直接的医疗费用，它们来自4种健康状况中的一种：自我报告的生理健康状况、自我报告的心理健康状况、患有被医生确诊的疾病以及死亡。我们的分析没有考虑任何其他费用，比如，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导致的工作时间损失及工作效率降低。事实上，由诸如工作满意度低、无法在职场发挥最佳工作水平以及被压力搞得心烦等因素所造成的间接费用，是直接医疗费用的5倍之多。我将在本章末分析这个问题。

其次，我们的分析只考虑了造成医疗费用和死亡人数增加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个人独自直接面对不同职场环境时所遇到的，我们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可能对家庭和朋友产生的任何溢出效应。例如，在没有医保、工作和家庭之间发生冲突以及缺乏财务安全感的情况下，溢出效应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可能性似乎很高。对于直系亲属而言，有可能每个人都有医保，也有可能并非如此。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除了影响家庭中的上班族，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由裁员、极不稳定的薪资水平和工作时间过长造成的财务不安全感不仅会给上班族带来压力，这种压力也有可能影响到每个家庭成员。

关于医疗费用的结论与关于死亡率的结论是一样的：职场行为对企业和社会承受的医疗费用有着重要影响。这意味着，为了尽可能降低这些费用，我们有理由对职场行为进行干预。

以健康为代价是可以避免的

当我和同事将我们的研究论文交由同行评审时，一名匿名评审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想法：从流行病学研究和我们的分析中所得出的比值比，必然会将职场中不同管理行为对健康和医疗费用的影响，与一个完全不存在职场压力的世界对健康和医疗费用的影响进行比较。然而，这样一个反事实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毕竟，企业面临着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或多或少都会传递到职场中，其表现形式可能是工作时间长、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缺乏财务安全感等。在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中，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很自然的，正如企业经营有起有伏，失业率也会有高有低。因此，我们只能尽量估算出一个大致的数据，表明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开展健康代价的预防工作。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方式是将美国与可比较的、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后者也参与了全球经济，但在职场环境和行为上有着不同的管理制度和国家规范。在比较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它们会将更多的收入花在健康上，并且在提升民众健康水平方面做得更好。作为增加健康投入的一部分，这些国家首先会做的事情就是，改善会导致疾病、死亡和额外医疗费用的环境因素。例如，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它们会投资改善水环境和下水道清洁设施，从而预防由饮水导致的疾病；净化空气，改善空气污染情况，从而预防各种肺病和呼吸道疾病；积极参与疫苗接种项目，预防诸如小儿麻痹症、麻疹、腮腺炎、肺炎之类的传染病。

从某种程度上讲，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裕，它们会采取预防措施，消除引发死亡和疾病的环境因素这一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因此，我们应该可以预见，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与归咎于特定环境因素的死亡率或者人均医疗费用是呈负相关的。我们收集了西欧诸国和美国在空气污染、传染病（如肺结核）等方面的数据，以研究人均收入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只考察了这两种与健康有关的环境因素，部分原因在于，其他可能是由环境因素导致的疾病和死亡，比如饮水导致的疾病或小儿麻痹症，很少在发达国家出现，所以我们无法获得这些疾病的死亡率。

果不其然，就空气污染而言，人均收入和死亡率是呈负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62。同样，就结核病而言，人均收入和死亡率有强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75。

在阐明收入和由环境因素导致的死亡之间存在相关性之后，我们运用同样的逻辑考察了由职场导致的死亡率和健康成本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的预设是，至少有些职场危害是可以预防的，并且已经在发达工业国家得到了预防。我们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再次发现了预料中的负相关性。就与职场环境有关的医疗费用而言，其与人均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5。就与职场环境有关的死亡率而言，相关系数为—0.8。图2-2和图2-3呈现了死亡率和健康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在这些数据图中，美国显然是个异类。从统计角度讲，美国显著偏离回归线，这表明，在给定国家富有程度的情况下，美国有着很高的人均收入，但美国的健康成本和死亡率也高于人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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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由职场接触因素导致的每10万人死亡数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库，第五次欧洲工作状况调查，作者的分析。

注意：回归线不包括美国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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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由职场接触因素导致的人均医疗费用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库，第五次欧洲工作状况调查，作者的分析。



然后，我们推演出了将死亡率和健康成本与人均收入关联起来的方程，并在用样本数据计算回归方程时排除了美国的数据。一旦解出这个方程，我们只需插入美国的人均收入数据，就能看到方程所预测的美国人的死亡率和健康费用水平——前提是该水平像我们研究的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一样，在人均收入与职场行为造成的健康后果之间呈现出相同的关系。当我们将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进行比较时，我们就可以合理地估算出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针对健康费用和死亡率做好预防工作，就像其他欧洲西方国家所做的那样。

计算结果表明，相较于给定人均收入水平所预测的结果，美国每年的额外死亡人数大约有5.9万，额外付出了约63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考虑到我们之前估算的数据（每年大约多死亡12万人，多付出1 800亿美元医疗费），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美国更多地采取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似的做法，由职场环境因素所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大约能减少一半，额外医疗费用有可能削减1/3。

健康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可怕

不平等是一个热门话题。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很多其他国家。健康不平等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与收入不平等类似，过去几十年，健康不平等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不断加剧。37一项研究报告称，“2008年，美国接受教育时间少于12年的成年人，其预期寿命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同类型的成年人好不到哪里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种族和受教育水平造成的预期寿命差异已经显著扩大。38在美国，“最具优势的人群和最无优势的人群有20年的预期寿命差距”。39英国流行病学家迈克尔·马尔莫注意到，在华盛顿特区，住在地铁站附近的人群其平均预期寿命要比住在别处的人群少1年。40

出于多种原因，包括与生命、因而也与寿命有关的道德考量在内的原因，健康不平等似乎比收入不平等等其他类型的不平等更难容忍。正如牛津大学发展微观经济学家苏迪尔·阿南德（Sudhir Anand）在一次会议上就平等和健康话题所做的评论，“我们应该更厌恶……健康不平等，而非收入不平等。原因在于，保持健康的状态是一种特殊的善行，既有内在价值，也有工具价值……健康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福祉”。41十多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健康不平等作为评估“健康系统表现的一个重要维度”。这是因为，“平均成绩不再被视作一个国家在健康表现方面的一项充分指标，人群健康状态的分布情况也同样重要”。42

众所周知，健康状况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存在着健康状况的社会梯度现象。尽管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不同背景的人群其健康状况是各不相同的，但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职场环境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43正如一篇评论文章写道，“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工作更优越的成年人的健康状况，好于那些工作更卑微、报酬更低的成年人”。44

之前的研究尚未探明健康不平等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人们从事的不同工作，而这些工作会在不同程度上接触有害的职场环境。然而，在有了必需的模型和数据的情况下，我和乔尔·戈、泽尼奥斯承担起了估算健康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职场接触因素的任务。我们估算了相关的总死亡率和健康费用，得出的推论是，能够解释不同社会人群中出现的平均预期寿命差异的一个因素在于种族不同，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的职业差异。受教育程度越低，越有可能从事不提供医保的工作或倒班的工作，从而面临更大的财务不安全感，工作自主权更低，工作要求更严苛，这种现象似乎是说得通的。由于它们都能影响死亡率，工作环境的差异也许有助于解释巨大且还在不断扩大的寿命差异。

这正是我们所得出的结论。45不同受教育程度或不同种族的人群的确面临着非常不同的工作环境，并且不同人口亚群体的预期寿命差异的10%～38%可以由前述职场环境差异来解释。尽管我们的估算只选择了单一的时间点，但关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影响越来越大的研究表明，在从事何种工作方面，教育已经变得越发重要。因此，这种影响及其导致的人们接触有害职场环境上的差异，可能有助于解释不断加剧的寿命不平等现象。用盖茨基金会的话说，如果我们相信，所有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因此所有个体理应有机会享有正常的寿命，那么我们就应该关心如何减少不同职场接触因素对于人们健康造成的差异或影响。

不健康的职场环境会增加雇主的成本

雇主也会从导致不健康职场环境的管理行为中受害。在超过30年的研究中，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迪伊·埃丁顿（Dee Edington）一直在证明两项重要的研究结论。首先，我们有可能发现那些身处有害的职场环境，健康状况从良好到不佳的人群。由于具有高健康风险的人群会产生明显更高的医疗理赔费用，46因此对雇主而言，明智的策略就是尽力防止员工从低风险人群变成高风险人群。埃丁顿已经注意到，“只有健康的职场环境和文化才能促进或维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这意味着，雇主……应该……创造鼓励员工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工作环境和文化”。4710种职场接触因素能够产生压力，不具备或只存在少量这些因素的职场能够拥有更健康的员工，从而减少医疗理赔和保险费用。

其次，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一旦人们处于健康高风险状态，并患上诸如心脏病或糖尿病之类的某种慢性疾病，要想回到健康低风险状态就变得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了。因此，埃丁顿认为，雇主应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防止健康低风险人群变为健康高风险人群上，而不是放在控制健康高风险人群的医疗费用上。和管理中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预防比补救花费更少，成效更好。

除了医疗理赔和医保费用，导致员工患病的职场环境至少还会让雇主面临其他三种负面后果。第一，如果员工经常生病，他们会选择离职。我曾就工作的健康影响问题进行过访谈，几乎每个访谈对象都曾因为对职场环境不满意而离开了所在单位，这一现象并非巧合。大学教授们的研究观察到了糟糕的身体健康状况与离职意图之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同时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带来的压力也会导致糟糕的健康状况。48在欧洲，一项针对缺乏工作安全感所造成的影响的研究发现，缺乏安全感增加了员工抱怨心理健康问题的频次，并且增强了员工离职的意愿。49由于高离职率对企业而言代价高昂，而员工糟糕的健康状况又会导致员工离职，因此导致员工健康状况不佳的职场环境会提高离职率及其相关成本。

第二，健康状况不佳的员工会产生更高的员工赔偿费用。一项针对施乐公司3 338名长期雇员的、为期4年的研究显示，健康高风险雇员会产生更高的员工赔偿费用。该项研究还表明，员工赔偿费用的分布是相当不均衡的，费用最高的前10%的员工占了所有员工赔偿费用的54.4%。50

第三，健康状况越糟，员工工作效率越低，这一发现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人们生病了，就会关注自身的病痛，无法集中注意力，还可能经常性地中断工作，或者向同事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他们可能更容易疲倦，因此就身体和心理状态而言更难完成工作。无数研究表明，糟糕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工作效率。还有很多研究表明，员工因为健康问题造成的生产力损失，高于员工生病导致的直接医疗理赔费用。比如，一项针对564名电话客服人员的研究发现，“员工生产力指数”与员工的健康风险指数相关。51一份使用了“工作局限性调查问卷”的研究报告称，对于一家大型金融服务机构的16 651名员工而言，糟糕的健康状况与不佳的工作表现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52我们通过对113篇已发表的研究论文的回顾，得出了如下结论：有充分证据表明，健康与生产力息息相关。53

无论是来自我们的分析，还是来自其他来源，本章所呈现的证据表明，在美国，由有害职场行为造成的额外死亡率和医疗成本都是很高的。此外，健康状况不佳的员工还会让雇主付出更多的员工赔偿费用、医疗保险费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效率可能会大大降低。如今，美国很多雇主所创造的职场环境正在让员工和雇主自己付出代价，这一状况亟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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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合同工和另类雇佣关系的增加

2008年12月，阿塞洛—米塔尔（Arcelor Mittal）公司宣布关停一家有着260名工人的工厂，而这家位于纽约拉克万纳（Lackawanna）的工厂，是公司从已经破产的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那里收购的一家钢铁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在预料之中。收购三星期后，工厂56岁的工人乔治·库尔（George Kull）死于心脏病突发。随后，他的同事、42岁的鲍勃·史密斯（Bob Smith），因为胸痛去看了医生。医生给史密斯堵塞的血管装上了支架，让他避免死于心脏病突发。接着，为该工厂工作了几十年的55岁的唐·特纳（Don Turner）也死于心脏病突发。2001年，当伯利恒钢铁公司关闭了作为复杂设施一部分的炼焦炉之后，两名工人自杀身亡。1

白领的健康也会受到裁员及由此带来的缺乏财务安全感的影响。2012年，约翰·弗格齐（John Fugazzie）在A&P连锁超市公司负责管理奶制品和冷冻食品。那年10月，57岁的弗格齐被解雇了。由于无法找到新工作，在被A&P连锁超市解雇10个月后，弗格齐突发心脏病。2

本章主要关注裁员对健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绝对是一种双输局面。有证据表明，裁员既严重影响员工的健康，对雇主也几乎没有任何明显好处。当然，裁员并不是使人们缺乏财务安全感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些造成经济压力的其他原因也是值得一提的。

首先，临时工、兼职工和合同工对健康是有负面影响的。在所谓的极客经济时代，哪怕是有技能的自由职业者和合同工，也不确定会在何时何地找到下一份工作，因而收入面临更大的波动，即便他们在吃住等方面的财务负担并未增加。因此，灵活就业的人群总是身处“市场”之中，他们需要维持自己的市场声誉和曝光度，以确保有持续的工作。一项针对硅谷收入较高的合同工的研究发现，自由职业者并非真的那么自由，因为他们需要持续寻找下一份工作，因而闲暇时间通常比全日制雇员的更少。3

此外，自由职业者、兼职人员和合同工通常没有购买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因此，他们要面对为自己提供这些安全网的不安全感和压力。这类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正在快速增长，意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和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2005—2015年，选择替代性工作的人群比例增长了大约50%。此外，“2005—2015年，美国经济净就业人数的增长大约有94%是由另类工作贡献的”。4

其次，对于从事更常规、更长期工作的人群而言，他们通常受雇于一个或两个雇主，有两个因素也会导致财务不安全感的增强。第一个因素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采用随叫随到的工作方式。虽然这一方式在零售业早已被广泛使用，但如今，在医院、办公室等诸多职场环境中，很多员工也发现，他们的工作时间的波动幅度同样很大，只要雇主需要，他们必须随叫随到。一项调查发现，有将近40%的零售业员工没有最少的每星期工作时间，有25%的零售业员工必须根据工作需要倒班，有时候他们还发现，他们的工作在倒班时点到来的前两小时就已经开始了。“其他数据已经表明，职场中有将近一半的兼职员工和不到40%的全职员工在一星期工作结束之后才知道自己工作了多长时间。”5

不确定的工作日程表、工作时长和工作内容，这些不确定因素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正如一家国际航空公司的兼职服务人员所说的那样：“公司会事先公布倒班安排，但接着就会随意调整，而且通常只会提前两天告知，还不会征求受到该调整影响的员工的意见……这种不确定的工作日程、不可预见的工作时长对我们生活的干扰，很快就让我们难以忍受了，更令人沮丧的是，员工会觉得自己被公司当成了一台机器的零件。”6

企业意识到了工作日程安排带来的问题。赌场运营商凯泽娱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加里·洛夫曼（Cary Loveman）注意到：

工作时间的不可预见性是人们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来源。我们有很多员工是单亲家长，或者家里的父母是病人。他们必须要有保险。我们希望现有的员工人数能够匹配酒店里的服务需求……企业试图精简员工数量，近年来工作时间不可预见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

工作时间不确定所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已经促使美国有些州和城市提议立法和采取监管措施，确保企业明确告知员工工作时长。鉴于工作时间安排问题使企业付出的代价——高离职率和员工对工作的低满意度，有些企业已经主动执行了更多以员工为中心的政策。比如，全食超市公司会提前两周公布排班表，并禁止管理者在最后一分钟做出修改；沃尔玛引进了一种系统，“允许员工自己选择工作时段”；7在凯泽娱乐主要负责改进客户服务质量的洛夫曼“禁止几乎总是在最后时刻才发生的排班调整情形”。他告知管理者，“你不能这么做”，让管理者意识到，管理者必须言而有信。被人们视为拥有最佳工作场所的零售商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它们为员工提供了稳定、有规律的工作时间。在职场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例子，它们表明对员工有益的，对雇主同样有益，比如企业的离职率更低、员工素质更高、员工投入度和表现更佳。

引起不安全感和压力的第二个因素是员工总觉得自己处于严密监视之中，这一点对于全职员工也适用。人们觉得自己总是在被管理者评估和评价，一旦自己的表现一时半会儿不合管理者的预期，就有可能被解雇。职场文化的宽容元素太少，管理者对于员工在工作表现上总会出现的很自然的波动现象缺乏耐心，或者缺少宽容。我们的研究回顾注意到，尽管工作表现通常被视为一种静态的、类似性格一样的东西，有“高绩效者”和“低绩效者”之分，但“近来，研究人员承认，员工个人在工作表现上的短期波动是很明显的，也是有其价值的……相关研究估算的结果是，有将近半数的员工会有工作表现上的波动”。8如果用一种严苛的绩效评价文化看待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很自然的工作表现波动，其结果就是对员工施加不该由其承受的惩罚。

有一名工作繁忙、常与高科技和风险投资行业从业者打交道的高管教练曾告诉我，她有很多在职场非常成功且拿着丰厚薪水的客户都觉得自己“被枪顶着脑袋”，面临很大的工作压力。这种状况在甲骨文、赛富时和亚马逊之类的公司中尤其如此，它们的高压工作文化是出了名的。这些绩效压力所引发的一个后果是工作时间过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健康影响问题，对此我们将在第5章探讨。另一个后果是，这名高管教练的这些客户不愿意离开公司，与公司脱离联系，而这种行为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和压力。还有一种后果是职业关系上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

我在第2章简要提到过，我与泽尼奥斯和乔尔·戈所做的研究估算出，因为缺乏财务安全感，美国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9万人；因为失业及其带来的影响，美国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5万人。这些实证性估算结果意味着，美国每年有超过6.4万人因为失业或经济压力及缺乏工作安全感而死亡。9

裁员以及临时工、兼职人员和合同工等雇佣关系带来了财务不安全感，而这些现象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中正逐渐变得司空见惯。社会学家阿米·卡勒伯格（Ame Kalleberg）在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现状所做的全面研究中注意到，“雇佣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害和不安全”。10有诸多指标支持这一论断：人们对财务不安全感的感知与失业率和整体的劳动力市场现状有关，尽管这一点并不奇怪，但即便在统计上剔除失业率这一因素，1977—2006年，人们“察觉到失业风险在提高的概率”每年提高了1.5%。112008年经济衰退发生之前，《纽约时报》的经济专栏作者路易斯·尤奇特尔（Louis Uchitelle）就已经记录了裁员现象逐渐增多、裁员手段被过度使用的情况，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12一篇关于裁员的文献综述指出，始于2007年12月的经济衰退造成了超过650万个就业岗位的损失，在全球多个国家，裁员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13随着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具“弹性”——实际上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雇员面临着更大的风险，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过去崇尚更稳定的雇佣关系的国家，其裁员现象和带来财务不安全感的其他雇佣现象也增加了。

相比于以往，出现在卓越职场研究所（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相关榜单上的“最佳雇主”们，会明确或暗示承诺长期雇佣关系、倡导不裁员企业文化的越来越少。沃顿商学院教授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注意到，企业的平均雇佣期正在缩短，这一现象在男性员工身上尤其明显，用他贴切的术语来讲就是，如今存在着一种“职场新政”，这种新政意味着，相比于以往，在多数企业中，多数员工面临的雇佣关系更具交易性、不稳定性，人情味更淡。14

世界就业联盟（The World Employment Confederation）对自己的定位是，“为全球的就业状况发声，是全球50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推动者，汇聚了7家最大的提供劳工解决方案的国际性公司”。15该联盟在2016年9月发表了白皮书，描述了一个新的职场世界。15我们摘取了其中的一些亮点：

·　1987—2015年，随着印度和中国加入全球市场经济，全球就业人数实现了翻倍；

·　新技术促进了更灵活的就业方式，人们可以在非常规工作时段工作，也可以跳出地域限制，在任何地方工作；

·　有工资或薪酬的工作大约只占全球就业人数的一半，而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一比例大约只有20%。

尽管世界就业联盟将这些趋势视为积极因素，认为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扩大劳工中介机构的覆盖面，但只提供较少保护和福利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另类雇佣关系显然在不断增多。

缺乏财务安全感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会对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研究一再表明，在安全感较低、雇佣关系更短暂的职场中工作，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这一点不只适用于那些直接面临财务不安全感的人群，由于社会传染效应，那些与缺乏财务安全感的人共事的人会觉得安全感更低，这表明缺乏工作安全感对相关和非相关人群的影响是一样的，16它会同时对临时雇员和终身雇员造成负面的健康影响。这些影响甚至也会发生在有着完善的社会福利和收入保障政策的国家。

例如，一项对瑞典大约900名雇员的长期研究发现，从事临时工作的人群自认为身体和心理状况更糟糕的概率更高。17一项在韩国所做的研究发现，工作不稳定感对人群的健康影响堪比吸烟。18一项元分析得出结论说，缺乏工作安全感既影响身体健康，也影响心理健康，并且毫不奇怪的是，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29一篇论文在回顾了关于缺乏工作安全感所造成的健康影响的一项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政府应该出台干预政策，以缓解工作不安全感，改善人们的健康，减少健康不平等”。20当然，实际情况是：相反的趋势正在发生，不稳定和有害的雇佣关系正在逐渐增多。

缺乏财务安全感导致人们觉得自己缺乏对生活的掌控感。一项采用了实验和现场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缺乏财务安全感与止痛药服用量增加有关，并且真的会造成身体疼痛，降低疼痛耐受力，而缺乏生活掌控感为这些影响提供了一种机理上的解释。21

尽管下面的回顾将表明，裁员对健康和死亡率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任何造成财务不安全感的因素似乎都对健康有负面影响。

裁员影响员工健康的3个证据

裁员对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没有好处。裁员引发了财务不安全感，而这种感受本身就是一种压力。在美国《平价医疗法案》出台之前，员工是否享有医保通常是由雇主决定的，一旦裁员，失业员工就无法享有医疗保障，而缺乏医疗保障又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我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裁员还会影响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因为被解雇意味着没有能力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经济保障，并且失业还会损害人们的社会地位。

裁员不仅会给那些被裁掉的员工带来身心健康问题，正如之前提到的，缺乏财务安全感和失业同样会对那些没有被裁掉的人造成影响，他们甚至至少也面临两种负面影响。首先，更经常看到裁员情况发生的员工表示，他们有更大的财务不安全感，因为他们想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次裁员的牺牲品，以及裁员能否终止以及在何时终止。22其次，正如针对享有医保的员工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被裁员工实际承担的工作量大于他们应该承担的，这意味着幸免于被裁掉的员工将承担更重的工作负担，而这种负担会增大员工压力。23

关于裁员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发现，失业也许对健康还有一些积极影响。在他们看来，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压力来自工作，“因此，减少工作时间也许会减少由压力引发的疾病”。24此外，当人们不再拥有工作，他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开展健康的活动，比如追求个人爱好、健身。

尽管我们难以否认失业可能会带来以上积极效应，但回顾与经济衰退效应有关的文献，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依然是，“很多研究表明，不令人满意的工作和财务困境增加了心理和行为失调的风险”，包括酗酒、药物滥用和自杀事件的增加。25

裁员所导致的健康代价大多由那些被裁掉的员工和整个社会，而非裁员的企业承受。这是因为一旦被裁员，人们就不再出现在企业的名单中，失去了由企业提供的医保，或者不再受益于雇员互助计划。裁员不仅会使社会付出代价，比如在死亡和健康方面支付巨额费用，而且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裁员有利于企业经营。我们将会看到，并非所有企业最初都是因为经营问题而裁员。相反，那些试图留住员工的企业不仅通常有更好的经营表现，而且有助于减少员工和整个国家的生命损失，以及减少由裁员之类的具有人际破坏性的行为对人们身心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裁员造成的健康影响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这是因为即便人们能够观察到糟糕的健康状况与裁员之间存在关系，但还是难以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失去工作是员工健康不佳造成的，而非失去工作导致了员工健康状况不佳。尽管各种法律法规会出于健康原因保护人们免受失业之苦，但执法结果良莠不齐。我所概述的某些研究解决了这一因果推理问题。这些研究采用了由专家小组设计的方法，让我们知道了哪个是因：是糟糕的健康状况还是裁员。这种方法的假设是合理的，即一件事在因果上引发了另一件事，那么原因必定出现在结果之前。如果裁员发生在糟糕的健康状况出现之前，那么说健康问题导致了裁员就是讲不通的。一旦一家工厂关闭，所有员工都会失去工作，因此不可能出现糟糕的健康状况导致员工被裁掉的情形。

正如下文所简要总结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裁员对于健康有负面影响。此外，这些研究不仅来自美国，而且来自拥有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和更多劳工保护政策的国家，比如，芬兰、丹麦和新西兰。所有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不同的国家拥有相似的情况，这一事实表明，无论社会服务水平和政府提供的支持力度如何，裁员大多会对健康以及与其相关的医疗费用产生影响。并且有些研究表明，无论裁员何时何地发生，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裁员的负面影响甚至延续到人们找到新工作后。

证据1，裁员会提高死亡率

很多研究表明，相较于没有被解雇的人，被解雇的人死亡风险更大。有些研究已经开始探究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例如，被解雇增加了自杀风险；被解雇增加了长期失业风险。找到一份新工作通常是很难的，很多研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长期失业对健康和福祉有负面影响”。26这些研究覆盖了很多不同的国家，还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新西兰的研究人员对1 945名失业人员进行了8年的跟踪调查，他们的失业是由一家肉厂关闭造成的，同时，研究人员将失业人员与邻近一家仍在运营的肉厂的1 767名工人做了比较。即便调整了年龄、性别和种族等因素，那些失业人员发生自我伤害事件的概率仍然高出了2.5倍，他们因为被确诊患上心理疾病而被送进医院的概率高出了17%。27

在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对在1987年和1988年关闭的每一家公司的员工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些公司在关闭前至少拥有10名员工。在失业后的4年内，男性失业者的整体死亡率提高了44%。而无论失业者是男性还是女性，与自杀和醉酒有关的死亡率几乎都提高到原来的两倍。28

另一项研究对出生于1953年的近9 800名丹麦男性进行了跟踪调查，以了解这些人在40～51岁经历人生重大事件时会发生什么。经历过一次失业的丹麦男性的死亡概率，比那些从未经历失业的男性高出44%。该研究还考察了长期亲密关系或婚姻关系破裂对健康的影响，发现关系破裂也增加了死亡风险，但令人意外的是，关系破裂与失业无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失业所带来的死亡风险增高，不能归咎于由失业造成的亲密关系破裂。39

在美国开展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宾夕法尼亚州男性员工在1974—1991年的就业记录和1974—2002年的死亡记录，这些数据来自官方提供的死亡、个人收入和就业信息。与大多数考察死亡原因的研究类似，该项研究对年龄和收入等因素做了统计控制，发现人们在失去工作后的头几年，死亡率提高了28%，然后在接下来的20年里，死亡率提高的比例稳定在15%～20%的区间。研究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失业对死亡率提高的影响与失业对收入的影响有关：失业员工随后的收入出现了永久性减少。这一研究结论与最近一次金融危机期间劳工市场的状况完全吻合，失去工作的人们很难找到新工作，即便找到了，他们也很有可能获得比以往更低的工作时薪、更短的工作时长。该研究的作者注意到，他们对裁员造成的死亡率提高数据的估算意味着，在40岁失业的人预期寿命会减少1.5年。30

注意到如下现象是至关重要的：研究人员对裁员和失业对自杀造成的影响的估算结果，与人口整体死亡率并不冲突。关于失业对健康的影响、收入水平与死亡率和健康不佳存在负相关性的大量研究文献，以及对裁员会提高死亡风险的研究，均描绘出了一幅得到大量证据支持的画面：裁员是致命的。

证据2，失业会导致健康欠佳

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社会学家凯特·斯特鲁利（Kate Strully）采用了美国收入动态定群追踪研究机构（PSID）的数据，考察了失业对健康的影响。她区分了三种失业情况：第一种是因为工厂或公司倒闭，所以失业与员工的工作表现无关；第二种是被裁员；第三种是自愿离职。斯特鲁利从研究一开始，就在对健康状况的分析中控制了年龄、种族、性别、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等所有这些可能会影响健康的因素。除了考察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之外，该研究还让受访者回答：如果他们被医生告知自己患上了某种疾病，那么他们认为会是什么疾病。斯特鲁利发现，“如果将处于健康状态作为基准线，那么因为公司倒闭失去工作，会让受访者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一般或者欠佳的概率提高大约54%，让失业者出现新的健康状况的概率提高83%”。31那些已经找到了新工作的人也会在某些方面遭受负面的健康影响，斯特鲁利写道：“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已经找到新工作的受访者出现新的健康状况的风险增大了97%。”32

1992—2010年，一项针对心脏病的研究对1.3万多名成人进行了跟踪调查。该研究发现，将近70%的受访者在此期间有过一次或多次失业经历。经历失业的次数越多，患心脏病的风险就越大。那些只有一次失业经历的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比没有失业经历的人高出22%，而有4次或者更多失业经历的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比没有失业经历的人高出63%。即便在统计上控制了吸烟、饮酒和糖尿病等个人因素，这些结论仍然成立。33

裁员还会对成功保住了工作的员工造成负面影响。他们会面临更严重的财务不安全感和心理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正如诸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多数公司在裁员的同时并没有减少以前由这些员工所承担的工作量，结果，保住了工作的员工发现，他们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弥补被裁员工留下的缺口。公司完成了一轮裁员后，留下来的员工疲惫感会加强，工作压力通常也会加大，这给他们的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

关于裁员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人员在芬兰拉伊西奥（Raisio）市做过一项更为严谨的分析性研究。当时，芬兰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1990—1993年，芬兰城镇的就业人数下滑了12%，而总人口失业率从1990年的3%飙升到1993年的16%。一项始于1990年的对一群雇员的前瞻性研究阐明了裁员的影响，比较了裁员规模较大的公司员工与裁员规模较小的公司员工之间的行为差异。研究发现，因为生病造成的缺勤比例，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并且裁员造成了吸烟的流行。而且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裁员导致了工作量的增加，增强了财务不安全感，这也有助于解释裁员对缺勤和吸烟行为的影响。34

关于裁员对死亡和健康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聚焦在被裁员工身上，只有少数聚焦于面临更大财务不安全感和工作量的“幸存”员工。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裁员行为本身就会带来压力，这种压力甚至会对负责裁员的管理者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而这正是一项针对410名管理者所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2000—2003年，在这群管理者中，有些负责处理过裁员事件，有些则没有。相比没有处理过裁员事件的管理者，那些发出了裁员通知的管理者报告了更多的健康问题，使用了更多医疗资源来改善由此造成的健康问题，他们的睡眠质量更差，辞去工作的意愿更强。研究进一步发现，发出裁员通知之所以会对管理者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在于情感耗竭。35

证据3，裁员会增加职场暴力

裁员不仅会增大那些被裁员工的死亡风险，裁员对于职场暴力的影响，也会增加那些做出裁员决定的人和无辜者的死亡风险。这里可以举诸多案例中的一个。2008年11月14日，吴京华（JingHua Wu，音译）被一家位于加州山景城的半导体创业公司解雇。他返回公司总部，要求与公司三位高管对话。在会议室，他掏出枪，射杀了首席执行官、负责运营的副总和另一位高管。36

职场暴力并不罕见，受此影响的人数也不算少。1992年，美国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宣布，职场谋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每年有超过800人死于职场谋杀。37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仅在2007年和2008年，职场自杀事件上升了28%。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超过1 000人表示，在之前12个月中，至少遭受过一次职场暴力。这占了受访者的50%以上。38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健康学院教授拉尔夫·卡塔拉诺（Ralph Catalano）针对财务不安全感造成的各种影响做过广泛研究，其中就包括职场暴力。他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在第一次采访中从未有过暴力行为的受访者，如果在第二次采访前被公司裁掉，他们当中声称自己实施过暴力行为的人数是未被裁掉的受访者的6倍。在控制了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婚姻状况、是否患有能在临床上确诊的精神疾病等因素后，这一影响仍然存在”。39另一项研究发现，裁员和精神疾病发病率之间存在关系，裁员率更高的社区其居民发病率是裁员率较低的社区的2倍。40

互联网上有很多失业引起的暴力事件的案例，还有如何处理好裁员从而减少暴力事件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不要在星期五裁员，或让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随时在现场，随时可用，并将那些被裁掉的员工护送出办公楼，确保他们没有办公室的钥匙、没有进入办公室的其他办法，等等。裁员会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应，这些反应包括自杀、肢体冲突甚至夺走他人的性命，受害者中，那些负责裁员的人首当其冲。

对抑郁和焦虑的研究一再发现，相比于就业状况稳定的人，失业者自认为有病症的概率高出15%～30%。41研究人员猜测，抑郁、焦虑和失业的压力会提高个人做出不健康和有害行为的概率，而实际的研究结论完全印证了这一猜测。这些采用了严谨方法的研究表明，处于失业状态会加大对酒精42和其他药物43的使用量。例如，一项研究报告说，失业超过20周的瑞典男性饮酒量会翻倍，酗酒人数会增长4倍。44某项研究显示，伴随失业出现的药物滥用风险在那些之前已有饮酒或药物服用史的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失业者有不健康行为的“前科”，那么失业压力会使得他们尤其容易重蹈覆辙。45

这项研究表明，个人行为，包括饮酒、药物滥用、暴饮暴食在内的有害行为是受处境影响的。处境能对行为产生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项基本原理。所以，失业既会对健康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也会使失业者在失业后做出诸如药物滥用、酗酒等不健康的行为而进一步损害健康。

裁员无法改善经营业绩的4个原因

如果裁员能改善公司业绩，那么公司从裁员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势必会超过裁员导致的员工在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付出的代价，以及由裁员增加的医疗费用。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仍然会担心，这是否算得上一项社会最优决策，因为降低薪资带来的经济利益大多数流向了有裁员行为的公司，而与裁员有关的成本却大多由整个社会和受到影响的个人来承担，因此，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况。那些不承担裁员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成本的公司有可能会频繁使用裁员手段，就像他们会从事性价比高的行为或者获取性价比高的资源一样。受到影响的员工总是会青睐限制裁员以及限制劳动力市场过度灵活的政策，因为他们没能从裁员中获得任何好处，这些好处全让他们的前雇主拿走了。

就此而言，情况甚至变得更糟了。有大量证据表明，裁员对公司绩效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与人们的惯常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裁员能为公司带来好处。相反，有大量证据表明，裁员对公司是有害的。

一方面，裁员大幅增加了公司的成本。科罗拉多大学教授韦恩·卡西欧（Wayne Cascio）列举了诸多相关成本：支付遣散费、未休假费用和病假工资、再就业补助、更高的失业保险税；业务好转后重新雇用员工的成本；“幸存”员工士气降低，不敢承担风险；来自受到伤害的员工或者前员工的潜在法律诉讼，他们可能会破坏公物，甚至诉诸职场暴力；企业档案和知识遗失；员工对管理层的信任度下降；工作效率降低。46另一方面，裁员通常违背了心理上的互惠原则和契约，即员工的工作表现和忠诚应该受到奖励，因而裁员会导致“幸存”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参与度降低。

裁员通常不会为企业带来经营上的好处，因为它本身很少能解决真正的经营问题，比如产品质量问题、生产效率问题或市场接受度问题等。在多数情况下，身处困境的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成本太高，而是收入不足。通常而言，努力削减成本只会降低品牌的市场价值，从而使公司失去更多客户群体，导致收入不足的问题更加恶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企业的开支越少，客户“叛逃”的概率越高，进而企业又必须通过进一步削减开支来弥补下滑的收入，如此往复。

美国航空业为这种恶性循环提供了绝佳例证。2000—2007年，美国航空公司提供的以全价票、商务舱或头等舱单程票为代表的高端航线减少了47%，与此同时，私人飞机提供的航线数量却在增多。2000年，私人航线仅占高端航线的15%，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了40%。也许，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2001年“9·11”事件的影响，反映了高端旅客对飞行安全的担忧和重视。然而，密歇根大学发布的“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显示，航空业在这一调查中一直表现不佳，其客户满意度通常只比移动通信运营商稍好。航空业一方面在增加成本，另一方面却在削减服务。没有哪个行业在失去将近50%的收入贡献度最高的客户之后，还能保持繁荣。

其他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即航空业的问题是由客户流失导致收入减少造成的，而非由成本过高造成的。国际航空运输业协会于200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飞行变得令人如此不快，人们的飞行次数减少了。该调查估计，这导致行业的当年收入减少了近100亿美元。在一个运营成本基本固定的行业，某一航班乘客增加所提高的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收入的增加对于创造行业利润而言至关重要，哪怕是在2008年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情况仍然如此。

如果裁员对于经营业绩没有积极影响，那么从逻辑上讲，经营业绩反过来也不应该成为裁员的重要预测指标。缩小规模和裁员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这正是阿特·布德洛斯（Art Budros）在考察1979—1994年《财富》100强公司所执行的裁员计划时发现的情况。47布德洛斯的结论是，公司是否裁员会受到已经有多少其他公司执行了裁员计划的影响，即“采用效应”或“模仿效应”，同时，还会受到政策管制放松和行业文化的影响。布德洛斯之后开展的研究一再表明，经营业绩与裁员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48其他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有证据显示，如果类似的、具有可比性的参照公司执行了裁员计划，就会使其他公司裁员的概率增大。49换句话说，相比于经营业绩或者由糟糕业绩所提出的效率要求造成的影响，制度背景和对其他公司行为的简单模仿对裁员计划的影响更大。

裁员与股价

关于裁员对股价的影响，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是“事件研究法”，这种方法可以评估相较于同一时间段的其他公司，那些准备实施裁员的公司在公布裁员消息后其股价是否会出现显著上涨。有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宣布裁员往好的方面来说最多只能产生中性效应，而最常见的情况是，会对股价和股东回报产生负面影响。对1979—1997年的141份裁员公告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宣布裁员的公司其股价出现了下跌，而更大规模裁员和永久性裁员则会对股价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50对1990—1998年的1 445份裁员公告所做的另一项研究同样显示，裁员对股价有着负面影响，裁员规模越大，负面影响越大。51

有一项研究比较了美国公司和日本公司在宣布裁员消息后的股价表现，结果研究人员在这两个国家都观察到了股价显著下跌的现象。5220世纪80年代，一项针对80年代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加拿大蓝筹公司的214份裁员公告所做的研究发现，在裁员公告发布之后的三天内，作为对该消息的回应，公司股价下跌了大约0.5个百分点。53

有研究人员对12项研究做了回顾，考察了裁员对股价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平均而言，裁员公告对股价有负面影响”，在这12项实证研究中有9项显示了这种影响。54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宣布裁员后股价应该下跌，这一想法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裁员通常意味着企业经营不善。一项针对裁员对股价影响的研究考察了不同的裁员理由对股价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发现那些声明裁员是为了应对需求减少的公司其股价出现了下跌，而那些声明裁员是为了提高运营效率的公司其股价则未受影响。55

裁员与盈利能力

卡西欧研究了入选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上市公司在1982—2000年的盈利能力。他发现，那些实施过裁员的公司其盈利能力低于那些未实施过裁员的公司。另一项研究考察了122家公司，并对它们实施裁员之前的盈利能力做了统计上的控制。结果发现，裁员降低了公司随后的盈利能力，并且裁员的这种负面影响对于那些需要投入大量研发的公司尤其明显。56有的公司可能会偏向于支持裁员，因为公司及其高管不愿意承认他们在经营上犯了错，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的一项调查评估了公司对裁员效应的认知度，结果发现，只有大约一半的公司表示，裁员增加了它们的运营利润。57

裁员与工作效率

美国管理协会的这份调查还发现，只有1/3的公司表示，裁员对员工工作效率的影响是正面的。58一项研究评估了1977—1987年工作效率发生的变化，它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制造业数据官方普查机构所覆盖的超过14万家美国企业，结果发现，工作效率提升幅度最大的公司更有可能增加而非削减员工数量。该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期间出现的工作效率提升不能归功于公司精简员工的举措。59沃顿商学院教授彼得·卡佩利观察到，公司实施裁员后，其单位员工成本降低了，但单位员工收入也下降了。其中单位员工成本是一个衡量劳动效率的指标，单位员工收入衡量的则是劳动效率和公司盈利的能力。60

裁员并不总能提升工作效率的一个原因在于，当裁员消息公布时，通常最优秀、最有能力的员工会选择离职，而能力不那么强的员工则留了下来。另一个问题在于，相比于留下来的员工数量，有时候公司需要更多的员工去做本应由被裁员工承担的工作，于是公司又不得不以合同工的方式将被裁员工招回来。这种做法在成本收益上并不是很划算。在已经支付了遣散费后，公司再把已经解雇的员工聘请回来，不仅要支付返聘员工薪水，还要支付其他费用。美国管理协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实施了裁员的公司当中，有1/3会以合同工的方式返聘部分被裁员工，因为公司仍然需要他们的技能。61

裁员与创新

裁员对公司的创新能力有若干负面影响。首先，伴随裁员而来的恐惧会降低员工承担风险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创新所必需的。其次，员工离职会使公司内部已有的关系网络受到破坏。实现创新意味着要探索知识，整合诸如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市场推广等各种职能行为，在公司内部传播专业知识，让创新项目落地。现有社会关系网络的破坏使得这些过程更难迅速而高效地完成。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研究发现裁员阻碍了创新。针对葡萄牙200多家公司所做的研究表明，裁员减少了创新。62一项对一家大型高科技企业在实施大规模裁员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创新环境所做的考察显示，随着裁员的实施，该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工作环境中最有益于创新的因素被削弱了，尽管这些能力和因素在裁员完成之后多少有所恢复。63

几乎与所有决策一样，裁员具有反馈效应。证据表明，包括员工恐惧感和疏离感的增加、工作努力程度的降低在内的反馈效应，通常会抵消由裁员削减的成本所带来的任何积极的直接效应。对多项研究进行概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裁员会导致‘幸存’员工的工作参与度和对组织的认同感降低，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并且“裁员会削弱创新能力”“对质量改进的不同方面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工作绩效的其他方面出现显著下滑”。64正如管理学作家加里·哈默经常注意到的，裁员的公司很难获得成功。裁员只会让公司规模变得更小，而不能让经营变得更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裁员并不意味着会让公司更能满足客户需求，并不能使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效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

当公司开始裁员时，如果员工还有其他选择，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选择离职；如果无法加入一家更好的公司，那么他们会在茶歇室说长道短，从同事那里获得人际支持。假如公司正巧需要有才能的员工付诸努力来改善经营，那么裁员只会让有才能的员工选择离开，导致留下来的员工充满焦虑而非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几年前时任空气产品公司（Air Products）首席执行官哈普·瓦格纳（Hap Wagner）会告诉我，“我们花了两个月来决定实施裁员，花了两周来执行裁员，却花了两年才从裁员中恢复过来”。在始于2008年的经济衰退期间，霍尼韦尔（Honey Well）的首席执行官戴维·科特（David Cote）曾发表设法避免裁员的评论：“大多数管理者通常会低估裁员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高估降低的成本，裁员会困扰企业的每个员工至少一年的时间。”65

如果裁员对公司没有好处，那么抛开裁员是一种流行的被社会接受的现象不论，人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公司还是会裁员呢。也许一项考察了裁员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部分答案。在宣布裁员的前一年，公司支付给高管们更高的薪酬，并且加薪幅度大于同时间段未宣布裁员的公司高管。66

证据表明，裁员通常无助于公司得到更好的结果，反而会伤害员工，导致他们产生心理压力、患上身体疾病，甚至死亡。

企业其实不必诉诸裁员

2001年9月12日，星期三，美国上空没有一架客机在飞行。在两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坠毁的当天，人们并不清楚，空中旅行何时才能恢复，也不知道当航班恢复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运营和后勤保障状况，即是说，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安保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将如何实施。随着美国经济步入衰退，人们尚不清楚，空中旅行的需求会出现何种程度的变化。“9·11”事件后没几天，诸如美国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联合航空等美国航空公司做了它们之前做过多次的事情——裁员，总计裁掉了大约8万名员工。“9·11”事件之后，除西南航空之外，几乎所有大型航空公司立即宣布了裁员计划。

西南航空给它的员工发了一封电邮，其中提到，公司历史上从未裁过员，也未实施过停薪留职。尽管没有做出绝不裁员的承诺，但它的态度很明确，公司将对员工负责，一旦航空业重回正轨，公司将尽全力确保员工和客户的利益。西南航空表示，如果客户想退票，公司将无条件退款，同时，公司将继续执行其航班计划，并且还打算在“9·11”事件后额外将1.79亿美元投入其员工利润分享计划中。67到2001年底，西南航空不仅在当年还有盈利，第四季度的利润尤其可观，并且还从它的竞争对手那里获得了市场份额。到了2002年，西南航空公司市值比美国航空业所有上市公司市值的总和还多。

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公司，尤其是那些身处周期性行业的公司，必须将裁员作为日常经营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长期以来，半导体制造商赛灵思公司（Xilinx）没有像行业中的其他公司那样，实施过周期性的裁员和返聘措施。在2001年和2002年科技行业衰退期间，英特尔和AMD裁掉了9 000名员工，而赛灵思的2 600名员工无一被裁。68丰田公司也尽可能避免裁员，哪怕在汽车行业不景气时也是如此。丰田公司不仅试图不在日本的工厂裁员，而且试图不在美国的工厂裁员。

总部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电弧焊制造商林肯电气（Lincoln Electric）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多个经济周期，却从未牺牲过员工利益，也从未裁过员。该公司以执行利润分享激励计划著称，这一计划可以做到可变薪酬，同时当经济衰退期间公司利润下滑时，员工薪酬也会减少，这有助于公司避免裁员。该公司的一位前首席执行官将“减员”（downsizing）称为“增蠢”（dumbsizing）(5)。一位在公司效力了很长时间并最晚离任的前首席执行官说道：“我认为我和我的前任们的经营哲学在于，我们能够使企业在经济面临挑战的环境中运转良好，我们缓解痛苦的方式是，在不牺牲我们员工利益的前提下为股东创造更大的长期价值。”69

赛仕软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非上市软件公司，2016年营收超过了32亿美元。公司在21世纪初的科技行业下行周期招聘了几百名员工，由此既获得了有才能的员工，又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当下一个经济衰退周期于2007年和2008年形成时，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古德奈特（Jim Goodnight）注意到，员工经常问他，公司是否会裁员。他向员工发了一封电邮，鼓励员工重视成本管控，但同时向员工保证，公司不会裁员。他告诉我，尽管衰退期间的公司营收不像以往那样快速增长，但这不奇怪，公司的利润率仍保持稳定。由于员工得到了不裁员的保证和财务安全感，所以他们能够专注于工作，效率变得更高，并且由于对富有同情心的公司深怀感激，他们用勤奋和创新回报公司，同时，更加自觉地控制成本。

是否裁员体现了公司的价值观。大型连锁企业全食超市公司成功走出了20世纪末的经济危机，其间只裁掉了不到100名员工。美国最大的精品酒店连锁企业之一幸福生活酒店集团的创始人和主席齐普·康利（Chip Conley）尽可能缩减裁员规模，哪怕公司营收在20世纪末的经济衰退中减少了超过30%。成功走出这段痛苦的经历之后，当经济重回正轨时，康利卖掉了他持有的酒店集团的部分股权，他解释说，这样他以后就不必再次裁掉那么多员工了，裁员的经历让他很不好受。

某些发达国家采取了鼓励雇主不裁员的公共政策，在很多欧洲国家，解雇终身员工的公司必须支付巨额遣散费，这使得公司不得不在裁员可节省的成本与裁员所付出的遣散费之间做权衡。政策要求公司必须提前发布裁员计划，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与工会或者员工的法律顾问协商。尽管有人认为这些政策将使得劳动力市场失去弹性，从而导致更高的长期失业率和更低的就业增长率，但相关证据并不充分。70此外，几乎没有关于劳动力市场弹性的研究能表明，通过裁员的方式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其在健康和福祉方面赋予员工的好处会多于不裁员的好处。

由于意识到人们在失去工作时会索取失业救济金和其他社会福利，所以德国尝试为企业发放部分稳岗补贴，从而让企业留住员工，甚至包括兼职员工。德国的政策通常被认为降低了在经济衰退期间经济的混乱程度。至关重要的是，公共政策是影响企业裁员决策的重要因素。此外，在权衡旨在减少财务不安全感和裁员规模的公共政策之利弊时，需要考虑裁员所付出的代价。

毫无疑问，相比以往，如今越来越少的公司试图执行不裁员政策。这种变化反映了裁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被社会接受的管理工具，也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急剧变化，即员工不再指望能在一家公司度过自己的全部职业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公司已经不再是一个团体，而是更多地成为履行临时性劳动合同的人所结成的关系网。裁员频率的提高，还反映了一种注重奖励经济效率和资本回报而非重视人类福祉的社会价值观。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会对员工造成伤害，既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在很大程度上，实施裁员的公司并不承担裁员带来的成本。一旦被裁员工不再重回就业市场，雇主就无须为他们的健康费用负责，前雇主也无须为他们的心理问题和有害的健康行为所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而操心。除必须支付的费用外，雇主的裁员决策所导致的代价是雇主看不见的，这使得雇主过度使用裁员手段，并且误以为裁员利大于弊。

企业低估了裁员的负面影响。除非让实施裁员的企业承受裁员的全部成本，否则，全社会和被裁员工个人将会持续承受企业裁员的代价。裁员必然是企业的次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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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是住在纽约北部地区的一名瓦匠，这份工作很累，他经常要弯腰举重物。45岁的丹告诉我，他的后背、肩部、腿部和胳膊都很痛，但庆幸的是，他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纽约北部地区的冬天异常寒冷，并且持续长达4个月，除非丹特别走运，能找到室内砌砖工作，否则他在冬天不会有任何收入。

大约两年前，丹决定自己创业，他招聘了一个合同工。创业不易，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比给别人打工强。他正在学习如何投标，如何平衡工作量，一方面不能让工作负荷太重，以至于无法按时保质地完工；另一方面又不让自己的工作负荷太轻，以至于无法赚到足够的生活费。作为一名劳动者，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面临财务不安全感。如今，他在工作量和工作收入方面面临的变数比以往更大。不过，由于他自己就是老板，所以对工作有了更多掌控力，而这种掌控力对他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问丹是否有医保。“没有。”他回答说。“《平价医疗法案》也没能帮到你吗？”我问。他轻轻笑了一下，回答说：“《平价医疗法案》其实没那么平价。”基于商业保险的平价保险政策其保障力度并不太大，考虑到自己的收入有周期性和不确定性，丹不愿意每月缴纳保险费。我没有进一步问他是否知道低收入公民可以享受购买医保的补贴政策，因为在工作了漫长的一天后，搞清楚补贴政策以及如何申请补贴，这对丹而言无异于又多了一项工作。他告诉我，有时候他一天要高强度工作12小时，回到家后累得连饭都不想吃。若想了解医保市场，需要浏览政府网站，而这种网站用户体验不佳，提供的产品选项既复杂又多样，还经常发生变化。并且如果想要购买医保，他还不得不填写各种表格，与各种机构打交道，他显然不愿意去做这些费心费力的事情。

丹告诉我，他只能寄希望于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让自己不必与医疗保健系统打交道。他还告诉我，他认识的瓦匠几乎很少有人能工作到60岁，因此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医保。然而，瓦匠时常遇到背部、肩部、颈部和腿部等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医保来解决。丹想创建自己的公司，雇用更年轻的瓦匠来做更多艰苦的体力活，而他则变成管理者和销售者。在与丹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一个善良、真诚、乐于助人的人在竭尽所能地想要跻身于中产阶级时，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多么艰难。我告诉他，我非常希望没有医保的他一直保持健康。

丹的故事并非个例。美国在提供医保方面的做法与其他发达国家有根本性差异，当然在国民健康状况方面也会有差异，并且显然是反面教材。与其他16个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传染病死亡率排第四位，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排第一位，糖尿病和心脏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排第二位。研究人员在2000年对21个国家所做的比较显示，美国在医生资源的分布上是最不平等的。1

关于医保，我们需要知道三个重要事实。首先，没有医保、足够的福利和充足的保险，会对健康、死亡率和财政产生负面影响。在美国，每年大约有5.5万人是因为没有医保，以致不能接受体检或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死亡。我将在本章下文详尽阐述这一点。无医保者还面临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而产生这些压力是因为他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很有限，支付医疗费用的能力也很有限。还记得前文提到的数据吗？在美国，糟糕的职场环境导致每年超过12万人死亡，而没有医保是其中最大的单一原因。

其次，没有医保并非只是边缘人群的问题。所谓边缘人群，主要是指非法移民、失业者、从未就业者或年龄不到65岁还没有资格享受老年医保的人。缺乏医疗保险以及由此造成的医疗保障的缺失，在美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其影响甚至波及那些从事全职工作的人。

最后，对于从雇主那里获得医保的人而言，好消息在于，他们有了医疗保障；不那么好的消息在于，除了较少的私营企业会采用协商的方式，其他大多数企业给予员工多少医保是由雇主单方面决定的。这意味着，雇主在如下事项上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为某个员工支付多少医保；制定相关规则，从而决定员工能在哪些医院找哪些医生看病，能在药物和治疗上花多少钱，医保在哪种情况下可以或者不可以覆盖哪些特定的病种。此外，雇主还可以随时改变保险的保障条件，并且他们确实也在这么做。员工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很难了解相关的保险权益，还有可能会同与雇主合作的医保公司就医保理赔发生争执。

即便是良心企业，也有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医保计划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医保是由保险公司而非企业人力资源部管理的。因此，企业对员工所面临的相关问题不甚了解。结果便是：在美国职场中，即使是享有医保的员工，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示，由于费用过高，自己没能及时甚至没能获得所需的药物或牙科治疗。例如，2015年，盖洛普报告称，由于费用问题，有将近1/3的美国人在上一年延误了治疗，即便是在《平价医疗法案》通过后，有一小部分人的情况仍然如此。此外，由于费用问题而推迟就医的人更有可能认为，他们是因为病情重而非病情轻才被推迟的。2即使人们得到了治疗，可能也要面临压力，并且不得不花时间和精力去和保险公司周旋，以获得保险理赔，这会让他们在重要的工作上分心。

错误的权衡

企业似乎相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做某种权衡：一方面，要提供让员工受益的医保；另一方面，要节省费用，保持低成本运营，从而增加企业利润。但和许多在员工福祉与组织绩效之间进行权衡的假设一样，这种权衡本身就是错误的。让员工保持健康，并对医疗保障满意，这与组织绩效完全不冲突，尤其是考虑到员工将时间浪费在处理与保险公司的纠纷上，以及员工工作参与度和满意度降低，甚至员工离职所带来的成本时，做这种权衡就更没必要了。

户外服装制造商和零售商巴塔哥尼亚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迪安·卡特尔（Dean Carter）说，巴塔哥尼亚公司在所有全职和兼职员工入职第一天，就为他们购买了医疗保险。当然，季节工和临时工除外。此外，只针对员工（不包括其家人）提供的医保，无需员工为此支付一分钱保费。虽然巴塔哥尼亚公司处于竞争性行业，但它相信为员工提供健康医疗保险既符合公司的价值观，又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正如卡特尔所说：

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医保。刚开始有些人还会担心员工会选择不要医保，包括兼职员工。然而，若员工真的没有医保，员工就会有所议论，比如，比尔住院了，大家能筹钱帮助他吗？我们相信，员工不必这样做。在巴塔哥尼亚公司，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医保，实报实销的比例也不低，我们还试图将需要员工自付的就医费用维持在低水平。

这种机制不仅有助于留住人才，还能减轻员工压力，使他们专心工作，而不必担心医疗保健的获取和成本。

共同健康（Collective Health）是一家获得了风险投资的健康保险解决方案提供商，它的直接客户是企业雇主，主营业务则是为雇主的员工提供医疗保险服务。该公司的创立要从阿里·迪亚布（Ali Diab）的经历说起。他曾将自己的一家公司卖给了谷歌，并一直留在谷歌工作。2013年，迪亚布的腹部突然剧痛，急诊扫描显示，他的肠子缠绕在一起，造成大约3米多的小肠停止了血液循环。他需要做急诊手术。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从这次痛苦、危险甚至威胁生命的病情中康复，然而之后等待他的却是，保险公司声称他的某些治疗项目不在医保范围内，有些治疗项目和用药是不必要的，所以拒绝理赔这部分费用，简而言之，除去可以理赔的部分，迪亚布还需自费支付高达六位数的费用。迪亚布是谷歌的一位高管，他认识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佩奇帮助他和保险公司协商了理赔问题，并承诺如有必要，公司会帮他支付。迪亚布十分激动地告诉我，面对一场令他和家人都惊恐不已的大病已经足够糟了，更不用说还要处理与保险公司的纠纷。而他之所以能在这场纠纷中取得最终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广泛的人脉网络和他在谷歌的职位。

迪亚布决定与人合伙成立一家名叫“共同健康”的公司，让员工更容易享有医保体验。通过为员工提供患者建议，采用最前沿的信息和信息技术，共同健康公司有望让员工花更少的时间来处理理赔问题。由于员工能从医保中享有更多好处而非承受更多负担，因此他们就会与雇主建立更高的忠诚度和更深的联系。作为一家专注于健康医疗行业、医保市场和员工健康的公司，共同健康还能为企业人力资源部减轻负担，从而让企业的员工受益，也让企业本身受益。

简而言之，大多数企业为员工医保付出了高额成本，但其医保管理方式却往往会招致员工的不满，并给员工和人力部门都带来额外的压力和时间负担。在医保问题上，公司和员工似乎没有哪一方是受益的。公司不仅要为招致员工不满的医保机制付钱，而且要承担员工在了解和争取理赔额上浪费的时间。

在美国，企业在决定员工医保以及相应的医疗服务获取权方面，拥有近乎绝对的自主权，这一点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其他发达国家会为全体公民提供医保，无论年龄大小或就业状况如何。3以雇主为中心的医保制度对员工而言是件好坏参半的事情，这也对雇主提出了要求：雇主要花很大的精力去为员工购买既能提供合理利益，又不需要公司花太多钱的保险。雇主通常将在购买医保产品方面所做的各种决策视为负担，评估保险公司和其他保险供应商所提供的各种产品，聘请能帮助雇主做出医保产品购买决策的咨询机构，这些都要花钱。

更重要的是，当雇主做出的医保决策令员工感到不安时——这种状况很容易发生，雇主的风险反应对策五花八门，比如让人力部解聘更多员工，启动更多工会福利……

少不见得是多

几年前，我正在为翰威特公司（在完成并购后，现改名为怡安——翰威特）所组建的人力资源领导力顾问委员会准备演讲稿，内容关于企业决策对员工健康的影响。委员会由翰威特公司的一些优质客户的人力资源主管组成，这些客户是当时美国规模最大、最知名的一些企业，包括惠普、美国运通、万豪、嘉吉和谷歌。在我预演我的演讲稿时，翰威特公司的一个朋友建议我去掉探讨没有医保对健康有何影响的那部分内容，他说，因为“这些都是大企业，它们都为员工提供了医保。所以，这对它们来讲不是个问题”。但实际上，不完全是，原因我很快就会阐明。

撰写此书前，我的一个朋友浏览了全书大纲后对我说：“为什么要单独用一章来探讨医保呢？既然《平价医疗法案》已经通过了，难道获得医保和医疗服务还是问题吗？”先不论当时取消《平价医疗法案》的呼声仍在高涨，在很大程度上，《平价医疗法案》本身在提供全民医保方面已经失败了，瓦匠丹的例子清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看看大西洋城赌场员工面临的两难困境。大西洋城在过去7年左右的时间里，流失了大约一半的员工。由于每招聘一名员工，大西洋城就会为员工支付医保，而很多活下来的由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或私人公司拥有的赌场又面临着财务压力，因此，大西洋城又不得不取消或削减员工的医保福利。工会将大西洋城的很多酒店员工组织起来进行调查，并将相关结果分享给了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和健康政策专家阿诺德·米尔斯坦（Arnold Milstein）。米尔斯坦将部分调查结果分享给了我。

调查结果显示，72%的受访者表示，为购买医保支付的费用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月度生活开支；72%的受访者说，他们无力解决眼前的健康问题；6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健康状况变差了，因为他们没有医保；75%的受访者无力负担新的医保产品；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抑郁症状。总之，那种认为获得医保和医疗服务已经不是一个问题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说现状与以往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情况甚至变得更糟了。

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医保通常都意味着显著的经济成本。比如，通用汽车公司花在医保上的开支一度比花在钢材上的开支还多。4每年，雇主会在每个员工身上花费1.2万美元以购买员工及其家人的健康险。对于一家有1 000名员工的企业来说，每年1 200万美元的医保费多到足以引起管理层的关注。对于员工规模更大的企业，医保成本显然更加高昂。相比于不为员工提供医保的企业，那些选择为员工提供医保的企业在成本上面临竞争劣势。

关于医保，公共政策的目标在于不让企业来决定是否为员工提供医保，这样企业之间就不会出于成本上的考虑而竞相削减员工的保险福利了，这也是很多其他国家不让企业决定是否为员工提供医保或提供什么价位的医保的一个原因。相反，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相信，在相对富足的社会，获得医疗服务是一项基本人权，不应该受到企业出于成本方面考量的影响。由于医保曾经非常昂贵，并且是否提供医保也由企业决定，因此20世纪初期和末期的两次经济衰退，导致美国所有企业和部门都在强调成本控制，这种做法对员工获得医保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让已然庞大的无医保者群体变得更加庞大。

凯泽家族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注意到，到了2010年，就在《平价医疗法案》生效执行之前，美国有超过5 900万非老龄人口是没有医保的。(6)无医保人口数量的增长，缘于由雇主为非老龄人口提供医保的比例在2000—2010年从69.3%下滑到了58.8%。5到了2011年，有大约40%的企业不再为任何员工提供医保。此外，即便是为员工提供了医保的那60%的企业，平均而言仍有超过21%的员工没有购买医保的资格，这要么是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兼职工作，总工作时长不够，要么是因为他们为企业工作的时间太短，不符合购买标准。6此外，“企业虽然为收入较低的员工提供了医保，但通常不会为这些员工提供足额医保，尤其不会考虑他们的家人”。7

由于越来越多的员工难以从雇主那里获得医保，所以那些已经获得医保的员工后续所支付的保费也会越来越贵。2001—2011年的10年间，美国每年每个员工平均缴纳的个人保费从355美元上涨到了921美元，上涨了159%；而每年平均缴纳的家庭保费从1 787美元上涨到了4 129美元，上涨了131%。到了2015年，个人保费已经上涨到了1 071美元，家庭保费上涨到了4 955美元。8不论是个人保费还是家庭保费，由员工支付的保险费用的增速快于总的保险费增速，这是因为企业不仅削减了保费开支、提高了购买标准，而且将保费缴纳责任更多地转嫁到了员工身上。

企业不仅让更多员工不再享有医保福利，增加了员工的医保负担，而且削减了医保开支，要么所提供的保险产品通常无法满足所有的医疗需求，要么提高共付额和自付额使得员工不得不放弃疾病治疗。

来自联邦政府的调查数据是有说服力的。2014年《平价医疗法案》正式实施后，出于费用原因自行放弃医治或者开处方药的人口比例，虽比经济刚结束衰退、《平价医疗法案》生效前的2010年低，却比1997年国家医保法出台之前更高。此外，虽然在出于费用原因表示放弃医治或开药的人群中，没有保险的人显著多于有保险的人，但即便在有保险的人群中，仍有近6%的人表示自己曾出于费用原因放弃或推迟了医治。9《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对以雇主为中心的美国医疗系统所做的分析认为，“医保覆盖不足可能已经成为最严重的流行趋势”，甚至比没有保险对健康的危害更大。该分析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医保成本已经明显转嫁给了个人，同时医保覆盖不足的比例也在提升，这限制了人们获取医疗资源。10

由于员工是否享有医保是由雇主决定的，因此“拥有一份工作并不能保证该员工享有雇主资助的保险；事实上，在没有保险的人群中，约有3 800万人（占77%）其家中至少有一人身处职场”。11此外，在没有保险的人群中，有61%的人其家中有一人或多人从事全职工作。调查数据显示，没有保险的人更有可能属于少数族裔，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身处中低收入家庭，并且以年轻人居多。在没有保险的人群中，超过4/5的人要么是美国本地人，要么是移民者，这意味着，没有医保不只是一个仅影响到非法移民的问题。

这些事实意味着，种族和收入差异对健康的巨大影响，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雇主对不同种族和中低收入人群所提供的医保水平。比如，一项分析表明，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34%，但他们在没有保险的人群中却占了52%。12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由雇主决定如何为员工提供医保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为问题。如果每个雇主都提供医保，就没有哪个雇主会处于竞争劣势。此外，那些无医保者的医保成本，也就不会从没有提供医保的雇主身上转嫁到提供了医保的雇主身上。这种成本转嫁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医生尤其是医院和诊所会提高那些享有医保的人的医疗费用，以补偿无医保者的医疗费用。比如，一项使用了极为详尽的州政府数据的研究表明，2002年，仅在马里兰州，全年医治无医保者的医疗费用总额为5.29亿美元。13不过，就像在所有集体行为中都会出现的情况那样，每个雇主都有强烈的“背叛”动机。如果不提供医保，雇主就能削减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同时将员工的医疗负担转嫁给其他雇主。

如今，越来越多的雇主完全不提供医保，或者让员工缴纳的那部分医保费用变得过于昂贵，使得只有少量员工能够负担得起，而那些提供了价格合理的医保的雇主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优势。同时，提供医保所带来的成本转嫁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因为那些提供了医保的雇主实际上支付了两次医保费用，第一次是直接支付医保费，第二次是间接通过它们所缴纳的税收，资助了各种公共健康项目，而这些项目是用于为那些无医保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于是，理赔咨询公司的保险专家告诉我，未来将会达到一个拐点，即越来越多的雇主将完全不为员工提供医保，以获得竞争优势，此外，为员工提供保险也不再被人们视为优秀雇主通常有责任去做的事情。即使《平价医疗法案》已经实施了，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因为对没有为员工提供医保的大型企业所处的罚款金额，远少于该企业提供医保所付出的真实成本。

一旦规则发生变化，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当然，没人知道精确拐点何时到来。但我与某些大型而卓越的知名公司的人力资源高管有过交谈，他们已经在考虑无论未来国家政策发生什么变化，公司都不会再为员工提供医保，而这是以往所有企业都不会预料到的结果。

截至2016年，《平价医疗法案》已经为之前没有医保的4 100万人中的1 300万人提供了医保。各州还将自行决定是否扩大医疗援助范围，为小孩和穷人提供医保。有些州已经利用可资使用的联邦基金扩大了医保覆盖面，但还是有很多州没有这样做。数据显示，无医保者大多数是像瓦匠丹那样的蓝领工人，这意味着，医保与人们的福祉息息相关。

没有医保，既影响健康又影响经济

由雇主来决定如何提供医保，这种做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最为重要的是，它影响着员工的健康和死亡风险；还有，它会给员工带去破产压力和财务压力。

医保与健康

关于医保的决策之所以重要，只有一个原因：有还是没有医保极大地影响着个人的健康和死亡风险。美国医学院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IOM）的一项研究使用了1971—1987年25～74岁的人口数据，以及1982—1986年25～64岁的普查数据，估算出处于就业年龄的成年人中无保险者的死亡风险上升了25%。即便对各种可能影响死亡率的因素做了统计控制，这一结论仍然成立。14基于对死亡风险上升以及当时无保险者人数的估算，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报告预计，美国每年有1.8万人死于非正常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保险者人数越来越多，美国咨询机构城市研究所使用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方法，估算出2000—2006年，有13.7万人死于没有保险，而仅在2006年，就有2.2万人死于没有保险。15

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方法假定，没有保险的不同年龄段的人面临着相同的死亡上升风险。但真实情况显然并非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任何原因所导致的患病风险都会上升，比如，患癌或者患心脏病的风险都与年龄有关。如果你没有保险但没有生病，那你的健康状况显然会好于那些没有保险且患有重疾的人。这项初始分析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没有保险本身就与健康状况有关。在《平价医疗法案》通过之前，通常情况是，一旦人们生病，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医保，因为排除既往病史是订立保险合同的常规步骤。一项研究注意到，若将这项因素考虑在内，并对人们的健康状况之于购买医保的可能性做出统计调整后，有和没有医保的死亡风险差异达到了42%，几乎是美国医学研究所估算风险的两倍。16另一项分析使用了55～64岁成人的数据，估算出在这一年龄差异不大的人群中，每年有超过1.3万人死于没有保险。

对科研文献的一项最新回顾从总体上支持了美国医学研究所得出的早期结论，即“医保能降低死亡风险”，而“没有医保会缩短寿命”。17部分原因在于，有保险者更有可能使用受到推荐的医疗手段。这一对科研文献的回顾注意到，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之所以比很多其他发达国家的人短，是因为“美国人更难获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这导致了对于那些可预防的疾病，美国人的死亡率更高”。18

此外，还有其他研究表明，没有保险会导致更高的死亡风险。一项针对1988—2000年17～64岁约9 000人的长期追踪研究表明，无保险者的死亡风险要比有保险者的死亡风险高出40%，即便对年龄、性别、体质指数、抽烟史、日常饮酒、休闲健身和经医生诊断的健康状况等因素做了统计控制后，情况仍然如此。这一分析的估算结果是，每年有将近4.5万人死于没有医保。相比之下，没有医保甚至比患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更多。19

除了对造成非正常死亡的所有原因所做的这些研究，对由特定疾病造成的死亡所做的各项研究也一再表明，在同等条件下，相比有医保的人，那些没有医保的人死亡率更高。研究人员曾对189名患者做了一项研究，这些病人患有先天囊肿性纤维化，至少曾在一家大学医学中心住过一次院。结果发现，无医保者的存活时间只有6.1年，而有医保者的存活时间为20.5年，后者是前者的3倍多。20另一项研究比较了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患囊肿性纤维化的死亡率，该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患囊肿性纤维化的加拿大人其存活时间比患同样疾病的美国人的存活时间长10年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两个国家在医保体制上的差异”。尽管拥有私人商业医保的美国人在该病上的死亡率与加拿大人没有差异，但“加拿大人的平均死亡率比享有医疗救助计划或老年人医保计划的美国人低了44%，比没有医保的美国人低了77%”。21

对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便在对病人接受治疗时的疾病严重程度做了统计控制后，相比有医保的人，没有医保的人经调整后的死亡风险仍高出49%。22对患有宫颈癌的女性的一项分析发现，相比有医保的人，没有医保的人在接受治疗时已经进入癌症更晚期阶段的概率要高出1.4倍，而这种疾病的癒后状况与癌症发现时所处阶段高度相关。23对中风病人的一项研究表明，根据中风类型的不同，没有医保的病人其死亡风险增加了24%～56%。24

研究人员还发现，医保与健康之间至少存在某些因果关系和影响路径。医保与死亡风险之间存在的一种因果关系是，有医保的人更容易就各种健康状况获得预防性体检的机会。研究还表明，“使用肠镜、乳腺X光照片、巴氏早期癌变探查等预防性医疗服务有助于降低患病率和死亡率”，相关数据一再显示，“没有医保的成人相比有医保的成人更少使用预防性医疗服务”。25事实上，有很多人在有医保和没有医保之间转换，比如，当他们换了工作或者从失业到找到了一份工作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对社会经济地位做了统计上的全面控制后，追踪研究证据显示，间歇性地失去医保也会显著减少人们对预防性体检的参与，而在人们重新获得医保后，失去医保对人们参与体检次数减少的影响仍会持续一段时间。26

是否有医保还会影响人们对治疗方案的遵守，包括买药。凯泽家族基金会报告称，“超过1/4的没有保险的成人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没有遵照医嘱买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药费”。27一项研究比较了数千人在出了意外或者患了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后的表现，这些人要么有医保，要么没有医保。研究发现，在健康状况恶化之后，没有医保的人更少寻求任何医疗服务，更少咨询医生，更少遵照医嘱买药。此外，没有医保的人不接受任何后续治疗的概率是有医保的人的两倍。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哪怕在经历了“健康冲击”7个月后，相比有医保的人，那些没有医保的人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变糟的概率依然高出了将近50%。28

一旦诊断出患有某种疾病或者出现某种健康状况，有医保的人似乎还能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这是因为有医保意味着能够接触到更多、更优质的医生和医院，而这些医生和医院不会受到医疗费用预算的限制，因此可以为有医保的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方案和更全面的护理，包括后续治疗。一项创新性研究将65岁左右的人作为考察对象，因为年满65岁就有资格获得政府所提供的老年人医保，考察了医保对治疗和健康状况的影响，考虑了因为重症哮喘、心脏病和中风等突发疾病而被允许住院的情形，并分辨出了年满65岁之前和之后的患者在获得住院许可上的差异。该研究显示，大于65岁的患者获得了更多的医疗服务，因此死亡率降低了20%，甚至对于那些身患重病的考察对象，至少在住院9个月后，这种死亡率上的差异仍然存在。29另一项研究将扩大了医疗补助范围的州与那些没有扩大医疗补助范围的州做了比较，其估算出的结果是，扩大医疗补助范围，从而让更多人获得医疗服务，使得全国死亡率下降了大约6%，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做法降低了患者因为费用问题而推迟接受治疗的概率。30这些研究的结论与其他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都表明有医保的个人相比没有医保的个人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还能获得更及时的治疗。

医保和财务问题

很多研究已经发现，有无医保与破产压力和其他类型的财务压力有关。一项研究注意到，“将近40%的无医保成年人需要支付巨额医疗账单”。另一项在俄勒冈州所做的研究报告称，“无医保者更有可能因为自费医疗而遭遇财务压力”。正如凯泽家族基金会所提到的那样，“无保险者相信，他们可能无法负担他们家庭的医疗开支，而这将引发焦虑，并可能让他们推迟或放弃治疗”。31有大量文献证明，和其他类型的压力一样，财务压力对身心健康有负面影响，也导致死亡率上升。32压力对健康有直接影响，会引发诸如抽烟、饮酒、滥用药物等不健康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会进一步损害健康，增大早亡的风险。33

无法否认的是，医疗费用是导致个人破产和出现其他财务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有医保者来说如此，对无医保者来说更是如此，只不过人们对这一影响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美国共有77个联邦地方法院，有研究者对其中5个联邦地方法院的1 771个个人破产申请案例进行考察，估算出有大约一半的人认为医疗费用导致了破产。“在申请破产前两年，没有医保是个人因为医疗费用而破产的一个有效预测指标”。34尽管如此，在申请破产的人中，大约有3/4在刚开始支付医疗费用时是有医保的。另一项研究比较了两类人群的家庭资产变化情况，一类是新患病的、有医保的、接近65岁的老年人，另一类是新患病的、无医保的、年龄大致相近的老年人。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研究者在评估资产价值时，剔除了其自有住宅的价值。研究发现，相比那些有医保的人，新患病的、无医保的人其家庭资产大多缩水了30%～50%。35虽然出现医疗费用债务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现象，但“没有医保的人在这方面的债务更重”。

医疗债务和个人破产显然会引发创伤和压力。“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发现，在有医疗债务的人群中，有44%的人会使用所有积蓄或大多数积蓄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每5个医疗债务人中就有1个欠下了大额的信用卡债务，或者抵押了自住房，用借来的钱支付医疗费用……身负医疗债务的人通常还会面临法律诉讼，遭遇工资被扣、包括银行账户在内的资产被查封、房屋被扣押的情况，而这可能导致他们失去对抵押品的赎回权。”36

正如对大量现有证据的部分回顾所显示的那样，缺乏医保对个人的财务状况和身体健康的确是有危害的，并且对死亡风险也有着负面影响。因此，以合理价格提供医保的雇主能对员工的福祉产生积极影响，而那些不提供医保的雇主则将他们的员工置于巨大的生理和心理风险之中。

医保与劳动力市场的运转

一旦有些雇主提供医保，有些不提供，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保险公司拒绝为有既往病史的人承保，这些问题就会变得越发严重，而在《平价医疗法案》通过之前，这种情况是极为常见的。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员工的福祉，而且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

第一个问题来自受限的劳工流动性，通常也被称为“工作锁定”（joblock）。大多数人力资源理论认为，劳工流动服从于市场力量，承认求职行为与职位匹配的积极作用。简而言之，雇主需要雇用具有某些技术性专长和其他能力的员工，而对员工的这些能力要求是随着竞争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举例来说，曾经只需要有限的数学和推理能力的制造业工作，如今对这些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数控机器和更为复杂的制造流程的使用已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员工所拥有的一些技能和经验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因为员工会在工作中得到培训，并且能从工作经验中知道自己喜欢和不喜欢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当雇主可以自由选择员工，员工也可以选择雇主，并且这些雇主不仅能提供最优厚的薪酬待遇，还能为员工的才华和能力的施展提供最佳环境时，劳工市场就处于最佳状态。很多学者和政策专家承认，当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工作匹配受到限制时，“广泛的经济影响在于，劳工市场的求职效率和工作效率都会降低”。37这是因为“劳工市场的流动性使得员工能找到让他们的工作效率发挥到极致的工作”，所以“不同雇主在提供医保上的不同做法，会导致劳工市场失去流动性，而这会降低员工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收入，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造成负面影响，对雇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品质也会产生消极作用”。38

企业提供的养老金福利无法转嫁到其他企业，也是造成工作锁定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企业提供诸如养老金之类的递延酬劳的一个目的在于，将员工与企业绑得更紧，从而减少员工流动成本。同样，将医保与企业绑定，让那些有既往病史的员工很难获得医保，这些做法限制了劳工市场的流动性，使得劳工市场无法实现最佳匹配。对自己的工作不再感兴趣或者不再能够胜任的员工之所以还会留在企业，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进入就业市场，却没能很快找到工作，或者没能找到提供足额医保的雇主，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医保。

用目前已知的关于工作流动性的跟踪数据，来估算员工对医保的关注之于工作锁定的影响程度，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不过，在采用了精巧的方法且对其他因素做了统计上的控制之后，实证证据提供了合理的估算结果，表明劳工流动性出现了显著下降。一项研究使用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数据，估算出由于对医保的关注，劳工流动性下降了25%～31%，这种影响在女性员工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39另一项针对双职工的研究发现，劳工流动性下降了36%～51%。40还有一项分析表明，患有慢性疾病的员工其工作流动性降低了40%。41还有证据显示，如果公共政策能让离职员工更容易获得医保，比如，强制执行“延续医保”，那么这会降低医保对劳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42劳工流动性降低25%～50%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员工与雇主不匹配这一理论性问题对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也有重大影响。

第二个问题来自美国当前的医保政策所导致的后果：形成某种逆向选择。大多数企业的医保计划并没有将有既往病史的员工排除在外，只要符合享有医保福利的相关条件，比如，达到一定的服务期限或者雇用时长，企业就会向所有员工提供医保。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会为员工提供医保。此外，私人市场所提供的医保大多会针对新出现的疾病做出理赔限制，并且将有既往病史的人排除在外。因此，患病的员工更有可能会去找一份雇主可以提供医保的工作。结果，提供医保的雇主将招来更多患病的员工，付出更大的医疗成本。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提供医保的雇主就有越来越强的动机削减或限制医保保费，以应对其面临的由逆向选择所造成的成本上的竞争劣势。此外，基于雇主所提供的医保福利来选择工作，显然不利于员工找到更契合于自身技能和兴趣的岗位，而这将导致工作效率的额外损失。

由工作锁定和逆向选择所导致的劳工市场扭曲，让提供医保的雇主承担了越来越高的成本。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为员工提供医保的企业越来越多。然而，不为员工购买医保并没有“解决”医疗成本高昂的问题。相反，医疗成本只是被转嫁给了其他支付者，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支付者要么是纳税人，要么是提供无偿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而且这类医疗成本变得更高了，因为医疗资源更多地提供给了患有重病和难病的人，而这些病人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拖延了治疗，加重了病情。

现场医疗模式的兴起

优秀的雇主会通过提供医保善待自己的员工，而健康的员工工作效率更高。提供医保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43提供医保以及其他福利的雇主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关心自己的员工。尤其是当竞争对手正在削减福利时，提供健康福利的企业更能激活互惠原则，使得员工对雇主报以更大的忠诚度，对工作保持更高的参与度。

不过，关心员工健康的雇主面临一些两难困境。首先，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随着医疗费用的增加，想要为员工谋福利的企业也会陷入竞争困境，因为逆向选择导致病情更重的员工进入了提供医保的企业，并且提供医保的企业还要与医保成本更低的同行竞争，而后者已经将自己员工的医疗成本转嫁或推给了社会组织、医疗机构等。其次，美国雇主所面临的医疗制度有着各种管理成本，比如，将医保计划推销给雇主及其员工的成本、审查和赔付的成本、对拒绝理赔的上诉进行裁决的成本，以及为体检和理赔提供预授权的成本，这些成本有很多与提供医疗服务没有多大关系。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型企业赛仕软件公司首席健康官盖尔·阿德科克（Gail Adcock）负责管理企业的健康福利和现场医疗服务，他告诉我，“医疗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管理成本，而不是管理治疗”，这不仅会增加间接管理费用，还会在员工中制造不信任感。哈佛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已经估算出，间接管理费用在美国医疗支出中占了将近1/3的比例，这一巨大的管理成本是美国在医疗领域投入如此之大却成效不佳的原因之一。44

对于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了一种应对办法，那就是提供现场医疗服务。这一办法不仅能减少由保险公司带来的不菲的间接管理费用，而且能让雇主更了解自己员工的健康问题，使得雇主能在员工患病过程中更早地采取干预措施，从而节省开支，还能维系更好的职场环境。众所周知，一小部分患了重病的员工花掉了大部分医疗开支。然而，如果雇主能够对员工患病做早期干预和预防，不仅能减少医疗开支，而且可以预测哪些员工很有可能属于重病高风险人群。45

几十年前，有些企业会在办公场所或附近配备医生，尤其是那些位于远郊或员工伤病风险更高的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安排消失了，因为企业选择专注于经营其核心业务，也因为雇佣关系变得更加功利，雇主需要照顾员工的观念已经越来越淡薄。然而，为员工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对雇主而言有诸多成本上的优势。首先，在办公场所看病会节省去医院的路途时间。以位于堪萨斯州欧弗兰帕克（Overland Park）的美国电信运营商斯普林特（Sprint）为例，其员工“可以打卡离开，开车去某个地方找自己的医生看病，通常第二天才会重返公司；或者，员工可以走过草坪……在公司的三间医疗检查室中的一间找一位医生就诊……大约半小时就能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46

其次，可以节省成本。员工及其家人去现场诊所看病的次数越多，医生办公室和诊所的人均开支越少，就像投保人越多，保险经纪人的人均成本越低一样。通常，诊所为医生提供的是固定薪酬，而家庭医生是单次收费，前者的成本比后者更低。

再次，很多雇主经常提到的现场医疗服务的另一项重要优势在于，员工缺勤率降低了，身心更健康了，工作效率更高了。人们更有可能去现场诊所看病，这不仅是因为更方便，还因为这样做需要自付的医疗费通常更低，很多情况下甚至不用花一分钱。另外，与员工接触得越多，医护人员就能越早介入，防止病情恶化，并鼓励员工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也越有能力持续跟进员工的行为动态，确保他们养成这些习惯。

最后，雇主调查中另一项经常被提到的优势是，现场医疗机构可以更好地使用基于数据的治疗和电子健康档案，而这些档案有助于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实现合作协调。“研究表明，现场健康中心能带来相对较大的回报，每投资1美元可以节省2美元。有些研究甚至表明，每投资1美元可以节省3～6美元。”47

这些优势已经使得现场医疗模式得到了广泛采用。“根据……全美企业员工健康组织（the National Business Group on Health）的数据，2007年，有23%的受访雇主和超过1 000个受访雇员表示，所在企业提供了现场医疗服务”，而这一数据有望继续增长。48现场医疗模式甚至已经被小规模企业所采用，如位于明尼苏达州白熊湖的威尔逊工具国际公司（Wilson Tool International）和位于普利茅斯的图尔克公司（Turck Inc.）都只有大约400名员工，但这两家企业都有现场医疗设施。49如今，现场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很多公司进入该领域，为企业提供相关服务，而这项服务也越来越受企业欢迎。

当然，现场医疗主要适用于相对较轻的疾病和诸如接种疫苗之类的常规医疗服务。然而，员工以往耗费在这类常规医疗上的时间也是很多的。现场医疗模式既能削减成本，又能表明企业真正履行了为员工谋福利的承诺，因而具有显著优势。

不要让医保问题引发恶性循环

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缺少医保会导致死亡率更高、健康状况更差、资金更紧张甚至破产，以及焦虑和压力增加。美国一直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医保，即便有医保，由于费用因素而放弃开药和治疗的人数也多得让人惊讶。那些没有医保的人大多都有工作，很多还是全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甚至对于那些享有雇主提供的医保的人而言，成本也已经由雇主转嫁给了雇员，这导致保险费和共付费的增长率高于医疗费用的增长率，而这一现象又对人们获取医疗服务产生了负面影响。拥有医保的人及其雇主通常在获得医疗支出理赔方面面临着各种困难，这使得员工不再专心于工作，并增大了他们的压力。

医保问题造成了工作锁定，限制了劳工流动性，对生产效率造成了负面影响。对能否获得医疗服务的担心影响了人们的工作表现，而他们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又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出勤率。管理医保计划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大多数管理成本落在了雇主头上，他们需要花钱聘请保险咨询机构，需要雇用更多的人力资源员工来管理医保计划，并且要为他们所使用的医疗服务机构支付间接费用。某些大型企业之所以采用现场医疗服务来为病情相对较轻的员工提供日常医疗服务，这些间接费用和管理成本是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咨询机构，很难说谁真正从当前的医保制度中受益了。此外，医疗服务以及谁为这种服务掏腰包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它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层面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而各级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充满了分歧。在企业内部，医疗费用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痴迷于削减成本的首席财务官有时会与关心员工福祉的人力资源总监产生冲突。与任何类似的政治斗争一样，要预测事态将如何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政府和企业内部的诸多讨论中，在对医保、医疗费用和雇员健康的讨论中，人们没能谈及的问题是这些矛盾和悖论所导致的死亡代价。随着医生所开处方药数量的增长，人们面临着不可预估的医疗费用，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病人会因为高昂的费用放弃开药。有人曾告诉我，患有严重的、有时甚至是危及生命的疾病的人，还不得不与保险公司及其人力资源部打交道，这特别不人性化，并且患者只能任由这些机构做出对自己生死攸关的决策。

与本书所探讨的职场环境中的其他现象一样，企业不怎么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而是基于企业的财务状况，来考虑本章所探讨的员工医保问题，并做出决策。问题在于，如果企业让充满经济压力的员工去应对错综复杂的医保条款，去了解诸如哪里才能获得医疗服务、需要哪些前提条件才能获得医保之类的政策，让员工面对不断变化的医疗费用和医疗福利，那么企业能否真正从这些做法中受益，对此，我们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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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田贤二（Kenji Hamada）42岁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他正在位于东京的办公室。他的遗孀说，滨田每星期要工作75小时，每天要花将近4小时在通勤上。在去世前，他已连续工作了40天。“他太累了，夜以继日。”她说道。12016年末，日本电通广告公司一名24岁的员工跳楼自杀，之前她曾告诉自己的朋友，她一直在忍受长时间工作带来的困扰，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要上班，每个月的加班时长超过100小时。2

日本人甚至为因过度工作而死亡这一现象发明了一个术语——过劳死（karoshi）。第一个公开报道的过劳死案例发生在1969年，当时，一名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社的发行部门工作的男性员工死于中风，年仅21岁，刚结婚不久。日本劳工部的员工赔偿局官方确认他死于过劳。“2012年，日本政府为812个家庭支付了赔偿金，有证据表明这些家庭的家人因为过度工作而患病甚至死亡，其中有93人死于自杀。”3到了2015年，申请赔偿的家庭上升到了2 310个，“但真实的数字也许高达10 000个——与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相当”。4

日本的一项研究提到：“如今，几乎无人不知这个术语……很多日本员工及其家人为过劳死感到焦虑。”尽管不乏舆论的讨论和监督，但问题依然存在。2016年10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4的受访企业表示，有些员工每个月的加班时长超过了80小时。5从1987年开始，日本劳工部发布的过劳死统计数据未必完全可信，因为与其他死因相比，很难清晰地认定一个人的突然死亡或早亡完全归咎于过劳。6

除了日本，长时间工作及其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有时候，人们相信长时间工作现象只存在于新兴经济体，因为发达国家通常对工作时长有监管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在校学生的打工时间，强制要求雇主为每天或每星期超时工作的员工支付加班费，要求雇主每年为员工提供带薪休假的机会等。

然而，并非所有工种都被这些监管措施所覆盖。移民等弱势群体由于担心被遣返，或者低收入群体由于担心失去工作，他们可能不愿意伸张自己的权利。有些职位，诸如管理者、监管者和专业工作者，通常无法享有获得加班费的权利。空客公司总部位于法国，但在好几个国家拥有核心运营中心。它的一名员工曾告诉我，空客公司在一个规定员工每星期只能工作35小时的国家拥有大量业务，但中层管理者每星期通常工作60小时，每天要工作到晚上8点。随着空客公司日益发展壮大，并且越来越成功，专职人员和管理者的工作时长也随之增加。然而，与美国之类的国家不同，空客公司的管理者很少在周末工作，他们每年也会用掉自己为期5周的带薪年假。

有些行业和职业尤其倾向于让员工超时工作。比如，无论在全球的哪个地方，投行都以长时间工作和与此有关的负面健康影响而臭名昭著。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2013年，美银美林银行伦敦公司的21岁实习生莫里茨·埃哈特在连续工作了3个通宵之后，于清晨6点去世。在两周内，他通宵工作了8次。他的死亡报告提到：“埃哈特先生似乎是身陷所谓‘魔法旋转木马’的诸多实习生中的一员，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出租车载着实习生回家，等待实习生在家里洗漱更衣完毕，然后再把他们带回办公室，开始新的漫长的工作日。”另一名实习生评论说，“它们让你的工作时间长得不可思议，也许到了最后，工作多得根本完成不了”。7

律师也是长时间工作的典型职业。由于奉行按小时计费的文化，律师案子越多，工作时间越长，律师所在律所赚的钱也越多。作家艾莲娜·齐默尔曼（Eilene Zimmerman）的前夫死于与滥用药物有关的并发症，她在写到这件事时提到，“他自从进入法学院学习，就一路打拼，直到成为WSGR律所负责知识产权的合伙人，这20年来，他每星期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60小时”。8

高科技行业是另一个超时工作的重灾区，里面充满了用红牛饮料“打鸡血”、通宵达旦的工作狂。帕洛阿尔托医学基金会在硅谷运营着一个移动医疗设施，其中有两间检测室和一间实验室。该移动设施服务了超过24家区域内最大的企业。为什么要用移动设施呢？为企业提供医疗服务的基金会负责人解释说，“企业的员工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离开企业去看医生”。9移动设施诊断的病人中有40%没有自己的私人医生，哪怕他们拿着很高的薪水，所在企业也提供了医保。“有些病人在接受体检时手里还拿着手机在工作。”10结果是：“30岁的工程师有着50岁的身体，大腹便便，脊柱弯曲，肤色暗沉，关节磨损，精力不足，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大。”11

人们可以在大多数国家中的很多不同工种和行业中见到超时工作现象及其对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长时间工作是普遍现象，近年来在很多发达国家越来越流行。”12美国的工作时间尤其长，并且没有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变得越来越糟。正如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人力资源副主席戴维·瓦尔德曼（David Waldman）所说，“超时工作在这个国家并非新事物……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似乎已经影响了很多人”。13在美国，“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长……已经在过去几十年里稳步增长，如今已经超过了日本和西欧大多数国家”，以致虽然美国在1979年的时候还不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它已经成为“个中翘楚”。一项研究使用了时间日志法，其数据发现，美国员工中有近30%表示，自己在周末也会工作，该比例显著高于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是西班牙的两倍。该研究还考察了表示自己在晚上10点至早上6点之间也会工作的美国员工的比例。在美国，超过1/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会上夜班，这一比例显著高于研究所覆盖的其他国家。14

长时间工作已经成为渴望获得职场晋升的“成功”员工的行为准则。一位高管教练告诉我，她的客户几乎每天都会工作10～12小时，比如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6点，中途留点儿时间吃饭，然后又回去工作，比如，从晚上8点一直工作到午夜甚至更晚。大多数人周末至少还要工作一天。这样的工作时长已经成为这些人工作模式的一部分，所以当他们向这位教练抱怨，这种模式所造成的压力给他们的健康和人际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时，她甚至不再对他们流露出同情心。在很多情况下，获得极高的收入、肩负极大的责任，这一切都被视为职场“成功”的表现，而超时工作，则是获得“成功”所要付出的代价。

此外，哪怕人们没有身处办公场所，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间的界限也已经模糊化，因为电子设备的普遍使用，使得员工总是可以与他人保持联系，即便人不在办公室，也可以开展工作。一项调查报告称，8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周末查阅电子邮件；5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晚上11点后登录邮箱；5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休假时查阅电子邮件。15人们甚至会在葬礼和自己的小孩出生时查阅电子邮件。齐默尔曼用文字深刻地描述了自己在律师前夫的葬礼上看到的场景：

参加葬礼的律师中，有不少人沉迷于自己的手机，在浏览和处理电子邮件。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去世了，然而，他们还是在继续工作，哪怕留出一点儿时间来听听关于他们的朋友的悼词也做不到。16

雇主通常希望员工在家或休假时也能随时接听与工作有关的电话，处理与工作有关的邮件。优步，这家共享出行公司以其狼性和严苛的企业文化而出名，一名员工告诉新闻网站BuzzFeed：

我会在周末收到短信，在晚上11点收到电子邮件。如果你没有在30分钟内回复，可能就会有大概20个人来催你……有那么3～4个月的时间，每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的凌晨3点或4点，我都会醒来，然后处理工作，那几个月，我一天最多的时候会加班10个小时。17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高科技行业、投资银行和律所。雇主对员工随时在线、随时待命的期待变得越来越普遍。巴塔哥尼亚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迪安·卡特（Dean Carter）对我讲述了他几年前在西尔斯百货公司工作时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在西尔斯百货公司的时候，某个平安夜的晚上7点，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我在圣诞节那天，也就是第二天早上8点回复。收到我回复邮件的一个高管回复我说：“迪安，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回复邮件会花这么长时间。我们正处于变革中，你需要做出更积极的响应。”

意识到工作已经侵占了非工作时间，2016年，法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让员工拥有了“拒绝随时待命”的权利。尽管该法律没有禁止企业在工作时间之外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但明确“要求员工人数超过50的企业协商出一个新的协议，确保工作不会延到休息日和下班时间”。在阐述这部法律的必要性时，法国劳工部部长提到了“员工是如何在工作场所之外变得越来越受到工作的绑架的”。18

虽然人们可能会嘲笑法国实施的工作时长监管措施，但针对365名职场人士的一项研究发现，“下班后”的电子邮件对员工有着负面影响，导致员工疲累、工作与家庭关系失衡。该研究还表示，要求员工随时回复电子邮件本身就是一种引致工作压力的因素。19

漫长或不规律的工作时长有很多表现形式，它们都对健康有负面影响。第一种表现形式是每天或每星期工作很长时间，从而减少了睡眠时间，破坏了人们免疫系统。盖洛普对超过7 000个美国成人的调查研究发现，睡眠时间更长与自我报告的幸福度是呈正相关的，然而，有40%的受访者每晚的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这是专家推荐的维持良好健康状态所需的最短睡眠时长。20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全年都超时工作，即便有时间，也不准带薪休假。一项研究报告称，大约有1/3的美国员工没有使用带薪休假权利。21另一项调查发现，在有资格享有带薪休假的美国员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完全没休过这种假，导致总体而言没有休的带薪假的中位数为7天。22还有大约1/4的美国员工完全没有带薪休假权。23

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员工生病时不休病假，因为员工认为，生病休假有可能会让自己丢掉工作或者被扣工资，另外，休病假在某种程度上还意味着，患病员工可能不太关心公司利益。英国广播公司在2014年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25%的美国员工表示，“即便他们生病了，也还会去上班”，而“将近1/4的美国成人曾经因为休病假或者休假照顾家人而被解雇或受到解雇威胁”。24一项针对1 000个美国成人的颇具代表性的调查报告称，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经带病工作。25带病工作不仅对员工的工作效率有负面影响，还有可能导致同事被传染。墨西哥风味快餐连锁店红辣椒（Chipotle）“将2015年诺瓦克病毒（Norwald Viruses，NV）爆发的原因部分归咎于员工带病上班”。26

第四种表现形式是倒班，即工作时间与正常的生理作息规律不一致，比如上夜班。一项针对造纸厂工人的长达15年的长期研究发现，轮班超过10年的员工患心脏病的风险提高了两倍。27

企业可以有其他选择

长时间工作，不允许休病假或者年假，这种状况并非以全球竞争和技术变革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不同的企业在工作时间上有着不同的政策，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行业的不同企业，相关的安排都是不一样的。工作时间是管理决策和自由裁量的结果。“有些企业奉行长时间工作的文化，甚至当经营本身并不太需要员工长时间工作时，企业仍要求员工这样做”。28一项使用了来自英国的数据的研究发现，每星期工作时长的差异有1/3来自公司层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私人服务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几年前，谷歌公司在爱尔兰都柏林做了一项名为“都柏林之夜”（Dublin Goes Dark）的实验。在实验中，员工被要求在下班时把电子设备留在公司前台。“手机、iPad和公司的电脑似乎是员工的压力来源。时任谷歌人力资源总监拉斯洛·博克写道，‘谷歌员工表示自己度过了宁静、无压力的夜晚’。”29

服装公司巴塔哥尼亚执行标准工时，并提供现场托儿服务。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评论说，“当托儿所在下午5点30分关门时，基本上整个停车场都空了。每个员工都下班了。我很少看到有车会停到6点以后”。公司将每天的工作时长改为9小时，每隔一周，员工可以从星期五开始过周末，因此，员工一年有26个为期3天的周末。而在这3天的周末中，员工不会接到电话或收到电子邮件。一名员工说道：“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

运营房地产网站的Zillow集团是另一个案例，鼓励员工限制自己的工作时长，从而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正如一名员工提到的那样，“直到你加入了公司，直到你意识到公司很多员工不会把笔记本电脑带回家，直到你发现员工可以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之后再到公司，那时已经是9点45分，你才会发现，公司真的注重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界标健康（Landmark Health）是一家为人们提供居家医疗服务的初创公司，员工通常要为患有5种或更多种疾病的人提供护理服务。公司在向员工做入职培训时要求员工在发电子邮件时要谨慎，除非邮件与病人护理有关，否则不要在晚上、周末和假期发邮件。显然，其他很多公司也采用了这种进步的做法，试图管理工作时长，限制员工随时待命的次数，并为员工提供弹性工作制。

如果工作时长和员工真正脱离工作的能力是由公司决策和文化决定的，而不只是出于经营需要，那么工作时长及其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就能由企业掌控，也能通过改变社会规范和劳工市场监管规定而得到改进。因此，企业和政府在工作时长问题上有自主决策权，而工作时长又会对员工的健康产生影响。

长时间工作的原因

在生活的优先次序中，雇主和雇员都想在事业上取得卓越成就，这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企业鼓励、员工推崇长时间工作。无论是员工还是其上司，很多人都将长时间工作视为向组织和工作表达忠诚的一种方式。此外，员工通常很看重自己的工作。那些努力工作、为工作牺牲一切的员工更倾向于认为工作很重要，因为他们必须做到认知一致，以表明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不过如果工作真的很重要，甚至至关重要，那么员工就会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的优先选项。某项研究已经发现，这是非营利机构工作的员工工作时间更长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其工作有更大的使命。30当然，非营利机构的员工也会出现疲累现象，以及承受由长时间工作带来的其他后果。

员工会将长时间工作视为坚韧和顽强的体现。一名会计曾告诉我：“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硅谷文化中。人们会说，‘我比你工作的时间更长，我比你工作更努力’。”因此，在职场晋升的斗争中，工作时长成为一种竞争手段。这名在医疗机构工作的会计评论说：

当我开始在硅谷工作时，我会走进办公室，说：“我昨晚只睡了4小时。”我的上司、分管财务的副总会告诉我：“我睡了3小时。”他们从来不会说：“你应该回家睡一觉。”当然，我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下属，我会说：“这种做法不对，为什么要这样？我不介意项目进度推后一点儿。”

员工认为，由于企业已经在削减管理层级和中层管理者数量，职场晋升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劳工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长时间待在办公场所就显得尤为必要。高收入的专业人士甚至是极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其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并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尔维娅·安·休利特在200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受访的高收入专业人士中，有62%的人每星期工作超过了50小时，还有10%的人每星期工作超过了80小时。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相比5年前，他们每星期多工作了15小时。这些人通常会放弃休假。尽管至少从收入上看他们是成功的，但有大约69%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工作时间缩短，他们会更健康一些。有58%的人表示，工作破坏了他们与孩子的关系。有4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时长影响了他们与配偶的关系。31

几十年前，拥有多少闲暇时间是判断一个人身处哪个社会阶层的依据。古铜色的皮肤意味着，你有经济能力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海滩服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今天，上流阶层、高收入人群的工作时间的确比低收入人群的更长。有违常理的是，更长的工作时间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人对于社会有多重要或者多么不可或缺。在总结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新创建的公司Thrive“茁壮成长”这一现象(7)时，德雷克·贝尔（Drake Baer）写道：

如今，忙碌是件好事，它甚至成为美国的成功文化……你在职场的地位越高，你的日程安排就越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在节日贺卡上提到“忙疯了”的频次越来越多……当人们听到“忙碌”两字，他们会想到社会地位……让自己显得忙碌表明社会认同你，而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同。32

因此，人们希望在工作上投入更多时间，以表明他们对社会有多重要。

尽管下文将阐明工作时长与工作绩效是负相关的或者是不相关的，但很多企业似乎还是推崇长时间工作和放弃休假的文化。毕竟，谁会说“努力工作”不是件好事呢？大多数雇主会从员工那里寻求忠诚和奉献，他们希望员工在工作上投入更多努力，以便战胜竞争对手。当然，人们很难直接观察到一个人的忠诚度和奉献度，以间接指标评估员工的投入度则要容易得多，而员工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长短就是这样一种指标，此外，员工是否会把所有休息日、带薪假期甚至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放在工作上，也属于这类指标。企业通常会将很容易观察的工作时长作为衡量员工投入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由于企业将长时间工作视为员工投入度和忠诚度的一种体现，因此企业会奖励那些长时间工作的员工，部分原因是企业喜欢那些愿意为组织做出牺牲的员工。还有什么能比愿意为企业鞠躬尽瘁更能体现一个人对企业的忠诚度呢？相关研究一再表明，工作时间长短对薪水高低有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还会增大，这一点甚至对于那些表面上不按时薪计酬的员工也适用。而在以时薪计酬的情况下，收入会随着工作时间变长而得到线性提高更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

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工作产出与工作时长正相关，即工作时间越长，产出越多，因此企业更希望员工的工作时间更长而非更短。这种情况的确适用于某些工种，尤其适用于过去，那时的生产方式对技术性、创造性和精神集中度的要求都较低。但对于需要创造力、需要思考、需要创新的工作，显然，过了某个拐点，更长的工作时间并不会带来更多的产出。事实上，对很多工作而言，这样的拐点已然到来，产出并不会因为工作时间更长而增加。这是因为，长时间工作会导致疲乏和厌倦，而这又会导致员工犯更多的错误，更少产生深思熟虑、有创造性的想法。

如果企业青睐长时间工作以及工作狂，那么员工就会知道，长时间工作会得到奖赏，并据此做出响应。在企业普遍使用电子卡来开门和启动如打印机之类的办公设备之前，当时更流行的是采用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签到簿打卡法，人们经常听到的故事是，硅谷的员工周末会到公司签到，然后在办公室打盹或者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即便到了今天，员工也会重新设置自己的工作电脑的时钟，以表明他们是在午夜发送的电子邮件；他们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会让灯亮着，将外衣或毛衣披在工作椅背上，以表明他们还在办公室工作。大量诸如此类的诡计使得他们的上司认为他们一直在工作。类似欺骗行为的目的在于，向雇主，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向自己的直接上司表明，自己工作得有多么努力。当然，待在办公场所并不等于在工作，花在办公场所的时间与员工真正投入在工作上的时间也绝非高度相关。但假装在工作上投入更多时间，这一象征性的做法对员工的职业生涯仍是相当重要的。

由于女性通常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因此有时候女员工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会较少，这降低了女性在职场获得成功的概率。商学院教授奥利维亚·奥尼尔（Olivia O' Neill）和查尔斯·奥莱利（Charles O' Reilly）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对工作时长做了统计上的控制后，人们时常看到的男女收入上的差异消失了。33他们认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工作时长对收入的影响会变得更加明显。最开始，员工进入企业的时候都对职业生涯充满期待，虽然不同的员工在知识和技能上有差异，但职场竞争的组织方法就像是一场锦标赛，在每个阶段，员工都要为晋升而竞争，那些在某个阶段输掉“比赛”的员工通常无法再获得更高的职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输掉“比赛”或者在工作上投入时间较少的员工就会被淘汰。结果，某个人出现在组织更高的职位上，主要是因为他有着更强烈的晋升动机，工作更努力，通常工作时间也更长，而与其能力高低没有太大关系。换句话说，随着职业生涯越来越长，工作时长在职位高低上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尽管并非每项研究都表明，在控制了工作时长后，薪酬上的性别差异就消除了，但还是有很多研究发现，如果剔除工作时长因素，男女之间的收入差异会减小。

另外，员工也成为长时间工作文化的共谋者。为了让自己表现突出，表明自己对工作很投入，每个员工都在工作上投入了更多时间。即便企业提供了带薪年假，表面上也允许弹性工作，但很少有员工会真的去享受这些权利。比如，在IBM公司，同事之间的竞争压力如此之大，以致很多员工从未休过完整的年假，并且在休假的时候也总是会处理电子邮件和语音邮件。34然而，奉献度和投入度是相对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进行人际间的对比。这就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竞争机制，用于展现员工多么有价值、多么有牺牲精神，一旦有些员工在工作上比其他同事投入了更多时间，后者就会比前者投入更多时间，更不用说那些一心想要表现自己的员工了。最后，每个员工都成为通宵达旦的工作狂，直到他们生病或死亡。

与裁员的情况很类似，有大量的病理学证据表明，长时间工作和轮班制对人们的健康有着负面影响，但少有证据表明，长时间工作真的能给企业带来好处。同样，长时间工作通常会让员工付出不为人知、不明就里的代价，而这些代价显然不足以抵消雇主获得的好处。事实上，我们可以改变管理方式，在不危及组织绩效的情况下，对员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不同的管理方式也可以改进企业绩效。

工作时间过长、不规律会损害健康

保罗（化名）为某家制作新闻栏目的主流电视台工作了15年。他说：“在新闻行业工作，为了得到晋升，你不得不接受对健康最有害的轮班工作制。我会在周末工作，会在晚上黄金时段工作，会在新闻现场工作。我还报道过突发新闻。”比如，保罗报道过图森（Tucson）市的枪击案，在该事件中，当时在议会工作的女议员加布里埃尔·吉福兹（Gabrielle Giffords）受了重伤，还有6人身亡。这种工作性质使得保罗有时候只能在演播室睡3小时，然后接着工作。由于睡眠不规律，保罗说，他再也无法做到一觉睡3～4小时，哪怕他正在休假，无须随时待命。他继续说道：

睡眠不足的结果是，我的生活面临三重“打击”：甲状腺功能减退，缺乏锻炼，喜欢吃垃圾食品。我没有时间为自己做吃的。早上6点半，我就得坐在演播室了，“我真的很累，兄弟，我真的很需要百事公司的零食‘立体脆’来给自己补充精力”，我对自己说。然后我就会去自动售货机买垃圾食品。我在这家电视台已经见证了8个台长的就任、卸任。

我在2008年成为高级制片人，但在2012年时，我辞职了，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长胖了50多斤。我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所有让我保持健康、让我的身体机能保持正常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无论长时间工作是员工为了职场竞争自愿接受的做法，还是受到了企业强迫，无论长时间工作是否缘自拿时薪的员工因收入太低而不得不同时从事几份工作，以便用超时工作换取更高收入这一事实，结果都是很清楚的：长时间工作对身心健康有负面影响，会提高死亡率。此外，相关研究已经发现了长时间工作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某些特定路径。

首先，正如保罗所阐述的那样，长时间工作通常导致睡眠不足，睡眠规律被打乱，而缺乏睡眠对健康是有害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时间太短比摄入过多油脂或者缺乏锻炼更容易让人长胖。35另一篇文章提到，睡眠不足会对新陈代谢产生诸多负面作用，包括提高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糖耐量异常，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36

其次，长时间工作还与滥用药物尤其是滥用兴奋剂有关。2005—2011年，“18～34岁的成人因为服用非医用的兴奋剂而进入急救室的数量增长了3倍”，而2010—2012年，相比之前的3年，因为滥用兴奋剂而进入戒毒所的人数增长了15%。一名创业者在9个月内平均每晚只睡3小时25分钟，直到最后进入精神卫生中心解决她的健康问题，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创业项目竟然是开发一款健康技术应用软件。医疗专家注意到，服用兴奋剂会导致焦虑、上瘾和幻觉，担心“工作会带来更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会让人更容易服用兴奋剂”。37

再次，长时间工作是很有压力的，因为超时工作会加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本身就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我会在本章后面详述这一问题。总之，长时间工作通常是对职场上严苛的工作要求做出的回应，反映了工作本身的强度，它使得员工没有时间放松和休整。

最后，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越长，更有可能经历因为工作压力出现的职场恶劣现象，比如，遭受职场欺凌、遇到脾气暴躁的上司。此外，如果有些工种的员工在工作中睡着或者不够警觉，比如，飞行员、货车司机和医护人员，疲乏会造成潜在的致命后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会出台监管规定，强制这些人员休息，限制他们的工作时长，改进他们的工作时间安排。然而，即便对于这些工种，雇主通常还是没为员工提供放松的机会或者缩短工作时间。

关于工作时长对健康的影响，证据可谓相当丰富，并且已经存在好几十年了。然而，相关研究结论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没有被整合进公共政策和实践中，从而减少由长时间工作导致的代价和伤害。

50多年前，一项研究发现，男性每星期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冠心病的发病率更高。38对年龄在39～62岁、没有心脏病的7 100名英国公务员的研究发现，在10年之内，相比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受访者，每天工作10小时的受访者患心脏病的概率高出45%，而每天工作11小时的受访者患心脏病的概率高出67%。即便排除年龄、性别、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等常见风险因素，通过工作时长仍然能够预测受试者未来是否会患心脏病。由于这是一项长期研究，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因果结论：长时间工作会导致心脏病。

有研究者使用2001年针对加州2.4万名员工的研究数据分析发现，每星期工作时长与自称患有高血压存在正相关。而高血压正是诱发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因素之一。相比于每星期工作11～39小时的员工，那些自称每星期工作41～50小时的员工更有可能自称患有高血压；而那些每星期工作时长超过51小时的员工患高血压的概率高出29%。39对日本某家建筑公司1 000名员工的一项研究考察了痴迷工作对健康的影响。痴迷工作的意思是，员工自愿选择长时间工作，并且不工作就会不舒服。该研究表明，痴迷工作的程度既与工作绩效也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同时还与糟糕的健康状况呈正相关。40

对21项研究所做的元分析表明，工作时长与生理和心理上的糟糕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着一些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41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对52份研究报告所做的回顾考察了长时间工作与患病和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结论：

22项研究中有16项处理了总体上的健康影响问题，超时工作与自称总体健康状况较糟糕、受伤率提高、患病次数增加、死亡率提高存在关联。对长时间工作的一项元分析表明，它可能与早产存在弱关联。在两项研究中发现，超时工作与不健康的体重增加有关。在三项研究中有两项表明，超时工作导致饮酒量上升。在两项研究中有一项表明，超时工作导致吸烟量上升。还有一项研究表明，超时工作会导致受试者在神经心理测试上表现更差。42

长时间工作还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增加了压力和疲劳程度，并且无法让员工有足够的时间来恢复。比如，对在养老院工作的473名护理人员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如果每星期工作超过50小时，每月有超过两个周末要加班，每月有超过两次两班倒，那么员工抑郁的概率提高了4倍。43另一项研究将1 350名超时工作的员工与9 092名没有超时工作的员工做了比较，结果是无论男女，那些超时工作的员工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概率明显更高。此外，患心理疾病的程度与工作的超时程度线性相关，即工作时间越长，焦虑和抑郁程度越严重。44

当波音787型飞机落后于计划中的面市进度好几年时，工程师面临着巨大压力。随着公司努力想要尽快拿出这一重磅新品，他们的工作时长显著增加了。一个熟悉波音工程师群体的人告诉我，工程师的劳累感增强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变长了，同时，该公司附近医院的医生也表示，参与787项目的员工患病的概率明显提高。

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外。毕竟，当人们生病了去看医生，无论是流感之类的小毛病，还是更严重的疾病，我不相信会有医生开出的药方是：更努力地工作吧。相反，医生通常会要求病人卧床休息。压力会破坏免疫系统，而超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长时间工作对绩效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用长时间工作来换取更好的绩效表现。有很多企业希望员工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不让员工长时间工作对组织更有利，员工也会更加健康，由员工和雇主承担的医疗费用会减少，而员工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并不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相反，员工的创新能力有可能还会增强。

当员工工作过于劳累，他们就会犯错。一名优步工程师提到了2015年主数据库出现的一个问题，导致整个服务系统崩溃。“如果你过去5天每天都在凌晨3点醒来，如果一天只睡3～4小时，你就会犯错，那你想你会犯多少错？”45

经合组织的研究人员为经合组织成员国制作了一张图表，显示了1990—2012年每个人的工作时长和每个工作小时产生的GDP。该图表“揭示出，当员工工作时长较短时，工作效率更高”。4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火生产工人健康委员会承担了一项研究任务，想知道如何提高军火生产工作的生产效率。当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彭卡维尔（John Pencavel）分析这些数据时，他发现，最佳工作时长是每星期48小时。低于这个数，产出会与工作时长成比例下滑。不过“一旦员工工作……超过48小时，产出同样会开始下滑”。47

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篇报告，其中检视了诸多研究文献，考察了工作时长对工作效率和企业绩效的影响。48该报告提炼出了诸多研究中的精华，表明长时间工作通常会降低绩效表现，比如：

·　一项使用了18世纪美国的长期跟踪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国家，超时工作降低了每工作小时的平均产出。工作时间延长10%会导致工作效率下降2.4%。49

·　有一项研究分析了1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层面的生产效率，结果表明，工作时长的增加总是伴随着每小时产出的下滑。一旦年度工作时长超过了1 925小时，工作时长每延长1%，会导致生产效率下滑0.9%。50

·　国际劳工组织一份早期的报告提到，减少工作时长会使生产效率提高。51

·　针对专业人士的一项研究发现，减少工作时长会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做出更好的评价。52

·　一项针对为员工提供了牙科护理的6个企业的研究考察了工作时长的影响。这些企业的员工被随机分配到3个实验组中的一个：第一组每星期工作时间减少2.5小时，同时增加健身时间；第二组每星期工作时间减少2.5小时，但没有增加健身时间；第三组是控制组。该研究既考察了受试者对生产效率的自我评价，又考察了一个客观指标，即接受医学检查的患者数量。在两个减少了工作时长的实验组中，接受治疗的病患都减少了，而增加了健身时间的那一组受试者自称工作效率提高了，同时休病假的次数也减少了。53

因此，那种认为更长的工作时间会带来更多产出的简单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疲劳的员工会产生更多错误。大量的实证证据支持如下观点：当工作时长超越某个阈值，减少工作时长会改善员工的健康、工作效率和工作绩效。换句话说，通过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来改善员工的福祉，并不会让企业付出经济代价。

工作与家庭冲突及其影响

新闻制作人保罗所在的工作单位以女性居多，而且大多数女性是单身。“我们称她们是‘新闻修女’，我想她们不会喜欢这个称谓，但我们一直都这样称呼她们。”保罗刚到这家媒体时，部门有42个“新闻修女”，5年后，只剩下了12个。保罗是唯一有孩子的已婚人士。出现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原因。在保罗离开电视台之后，有一天他跟自己的女儿聊天，女儿曾经对他作为新闻制片人感到十分自豪。

保罗说：“我不在这家媒体工作了，你觉得很遗憾吗？”

她说：“不，我很高兴。因为现在你可以在这里听我说话了，现在你可以在这里听我讲故事了。”然后她突然发现自己说错了话，闭上了嘴。过了片刻，她又忍不住说：“当然，你以前也听过别人说话，你总是会听斯克罗利先生的话。”

天！斯克罗利先生可是我的黑莓手机啊！

当人们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时，我们把这一境况称为“角色过载”（role overload）。当人们扮演的某个角色（比如，作为一名员工）所要求他们做出的行为，与他们扮演的另一个角色（比如，家庭成员）所要求他们做出的行为发生冲突时，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对角色冲突和角色过载的长期研究一再发现，那些遭遇了行为期待冲突的人及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54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角色冲突和角色过载与糟糕的后果有关，包括员工离职率上升、员工工作绩效下滑。

工作与家庭冲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通常被称为“家庭对工作的干扰”，员工会因为家庭事务分心，会因为参加与家庭有关的活动而放下手头的工作，如照料或者安排如何照料生病的家人，可见家庭需求会影响工作表现。第二种形式被称为“工作对家庭的干扰”，这种情况表现为工作需求影响了员工履行家庭义务的能力，比如，会见孩子的老师，为孩子所在的体育团队提供指导或帮助，花时间与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交流。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实证研究一再表明，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会对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比如，针对纽约伊利郡近2 000名成人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便排除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婚姻状况和子女数量等因素，工作与家庭冲突越严重，抑郁程度就越高，身体健康状况也越糟，饮酒量越大。针对纽约水牛城约700个家庭的第二项研究重现了前述结论。两项研究都发现，工作与家庭冲突对男性和女性造成的影响是相似的。55

一项针对2 700个成年职场人士的研究提到，相比于自称没有经历过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受试者，那些自称经历过这种冲突的受试者遇到具有临床诊断症状的心理问题的概率高出2～30倍，受影响程度取决于具体的情绪强度或者药物滥用情况。56当然，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身心健康问题导致了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而非相反。为了考察这种可能性，从而更好地建立因果关系，有研究者进行了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对工作的干扰与更糟糕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更严重的抑郁症状有关，而工作对家庭的干扰则与饮酒量增大有关。57

研究还发现，工作与家庭冲突所表现出来的角色过载特征，会影响夫妻交流58和婚姻满意度59。角色冲突则通常会促使员工撒谎。这一发现是讲得通的，因为平衡冲突、调和不兼容的需求的一种方式就是撒谎。60

身心健康问题、撒谎、婚姻满意度下降以及类似的后果，都是西班牙IESE商学院教授努丽娅·钦奇拉所说的“社会污染物”。她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她想表明，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会让因病休假的情况增加，而这会给企业带来损失。61

让工作时间更加灵活，让员工有更多机会因为家庭事务丢下工作，让员工的工作时间缩短，所有这些既符合企业的利益，也符合公众利益，而无论是企业还是公众，如今都在承受由超时工作和工作与家庭冲突所导致的不断增长的社会代价。

为什么有些企业和国家的做法大相径庭

并非每家企业和每个国家都鼓励长时间工作，鼓励工作与家庭发生冲突。有证据表明，它们可能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巴塔哥尼亚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迪安·卡特尔描述了该公司提供的十分慷慨的、以家庭为导向的福利：

在我们公司，我们真的非常看重家庭。我们在办公场地提供了现场的托儿服务。所有父母，在任何时间，都被鼓励去“托儿所”看望自己的孩子。你可以与孩子吃早饭，与他们吃午饭。如果你只是想坐在操场上与他们待上一会儿，你也可以这样做。我们真的非常慷慨，为父亲和母亲提供带薪产假，其中父亲的产假有12个星期，母亲的产假有16个星期。你每年最多还可以休12个星期的带薪假，回家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

如果要我说巴塔哥尼亚的企业文化中有哪一点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我会说我们的“托儿所”和家庭政策真的非常了不起。比如，如果你是一位正处于哺乳期的母亲，需要跑很远来上班，你可以带上你的孩子和保姆来我们的“托儿所”，我们会为他们支付交通费。

每个国家和每个企业都会与其他国家和其他企业争夺优秀人才，那些创造条件让工作与生活实现平衡的企业，在人才争夺战中更有优势。在巴塔哥尼亚公司，“有99%的母亲会重回工作岗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大约20%，因为我们为作为母亲的员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人才战”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很多国家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培训，打造自己的人力资源优势。企业不仅会投资于员工培训，而且会投资于有潜力的员工，并制订政策和推行计划，以确保这些员工能留下来。缩短工作时长，实行弹性工作制，推行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政策，这些做法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公司层面，位列《财富》杂志最佳雇主名单的企业通常会比其他企业带来更大的股东回报。这些公司更有可能提供轮岗机会，减少每星期工作时间，鼓励远程办公，为员工家庭提供更慷慨的福利，以便创造条件，帮助员工更好地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而非冲突。包括德勤、谷歌在内的一些管理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专业服务机构已经在努力减少工作时长，实行弹性工作制，以便吸引和留住人才，因为这些人才越来越不想因为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生活。家庭友好型的工作环境会让企业在招揽人才方面具有优势，当然，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也有利于留住人才。

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最佳雇主的谷歌有一个愿景，“让自己的员工成为世界上最健康、最开心的人”。正如2011年的一篇文章所描述的：

2010年，谷歌正式推出了自己的“最佳生活”计划，作为新医保计划的延伸部分……谷歌所提供的慷慨福利包括员工援助计划……生活指导、深度睡眠研讨、智力训练、社交支持和睡眠舱……员工可以在睡眠舱中小憩20～30分钟。62

当然，谷歌有实力这么做。但不只是软件公司会通过设定合理的工作时长来顾及员工的福祉，还有不少身处传统行业的公司也在这么做。全食超市公司虽然身处竞争激烈的零售行业，但在2017年最佳雇主榜单上排名第58位。在受访的该公司员工中，有85%的人表示，当觉得有必要时，他们可以随时休假。

关于工作时长问题以及其他影响员工健康的问题，每家公司的政策都不一样，但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领导的价值观及其行为。界标健康公司首席执行官相信，如果他的员工要照顾好他人，必须先照顾好自己。巴塔哥尼亚公司创始人写过一本书《让我的员工尽享生活》（Let My People Go Surfing）。他明确指出，工作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全部。

然而，由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随意决定公司采取何种职场政策，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将员工的身心健康置于危险境地，因为更换高管或者创始人的突发奇想，都可能使政策变得不合理。考虑到我们不会把食品安全问题交由首席执行官随意处理，也不会让首席执行官来决定公司能否污染环境，所以，如果员工的健康与以上问题同样重要，那么它就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屈从于某个首席执行官的价值观。我将在第8章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不同的企业和国家在应对工作与家庭冲突的问题上做法不尽相同。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不强制雇主提供带薪年假和病假的国家，同时也几乎没有强制雇主为实现员工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创造条件。来自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职场法律中心的一份报告提到：

将20个高收入国家与美国比较，其中有17个国家通过立法来保障父母调整工作时间；有6个国家通过立法帮助父母履行照顾小孩的责任；有12个国家允许调整工作时间，以促进员工终身学习；有11个国家支持渐进式退休；有5个国家通过立法，允许所有类型的员工与企业订立不同类型的工作契约，而无需任何特殊的理由。63

尽管很难确证因果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这些政策，对于女性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可能产生影响。“如今，有劳动能力的美国适龄女性（25～54岁）的就业率止步不前，在20个高收入国家中低于其中的14个国家……美国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比其他20个国家都低。”64

系统性的证据和诸多案例表明，与工作时长和工作与家庭关系有关的政策和实践，影响着企业和国家对人才的吸引、培养、保留和使用，而如何在这件事上做得更好，已经变得越发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对人们的创造力和技能提出了高要求。

员工应该怎么做

用公共政策来解决超时工作和工作与家庭冲突所导致的代价问题，这是有可能的，但随着全球范围内政府对劳工市场的管控逐渐放松，我并不对公共政策抱有多大信心。也许企业可以自行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有些企业已经做到的那样，但对此我仍然不抱有太大希望。

简而言之，员工需要照顾好自己，无论他是自由职业者还是企业雇员。这意味着员工不要只为自己争取经济利益——这很重要，但其他利益同样不可忽视。在我为撰写本书所做的研究中，我经常听到如下说法：“我知道不可持续的长时间工作和不重视把时间花在家庭上都会导致糟糕的后果，比如，出现身心健康问题，但我还是会继续这样做，因为我真的别无选择。”很多人都会产生各种奇怪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他们必定能够奇迹般地逃过有害的职场环境施加于他们的健康后果，比如，自己还很年轻，有着强大的基因等。然而，遗憾的是，尽管他们可以将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合理化，但现实世界很难如他们所愿。

我的建议是：行动起来，在职场上关心自己的福祉。不要再麻痹自己，认为糟糕选择所带来的糟糕后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不要再为自己找借口，认为自己在职场环境和员工福利等事上无能为力，相反，你应该让自己的工作时长具有可持续性，要明白不同的人精力是不一样的，忍耐度也是不一样的。该休假就要休假，花足够多的时间在家人和朋友身上，从而获得人际支持，很多研究都已经表明，人际支持对于一个人的福祉至关重要。女性员工若非出于医学上的必要，不要仅仅出于工作上的考虑，选择剖宫产(8)，这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是推高医疗费用的一大原因。

最重要的是，当你思考各种工作机会、企业和职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要意识到你的选择和行为对于你的身心健康有着重大影响。换句话说，尽管有很多人正在为谋生付出代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你未必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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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了解员工流失率高和因病缺岗所导致的代价，也知道赋予员工工作自主权的重要性，很多企业还会面向员工做工作满意度调查。然而，在努力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方面，企业经常把关注点放错了。它们喜欢为员工提供小恩小惠，因为这很容易做到，却忽视了企业需要对塑造职场环境的重要因素做出更具挑战性且更为重要的改变。比如，硅谷和其他高科技企业普遍喜欢为员工提供“特殊待遇”，这似乎让商业记者和外界特别感兴趣。正如一名记者提到的那样，“慷慨的特殊待遇跟‘独角兽’企业和身家几十亿美元的富豪一样，都是硅谷光环的一部分”。企业“疯狂地为员工提供特殊待遇”，包括“免费搭乘直升机，在办公室免费供应酒水，为员工理发，为员工提供健身辅导课，修理自行车，提供小憩舱、海洋球池、室内篮球场、拱廊大小的游戏室和专门的糖果厨房”。1

然而，那些真正能够吸引、留住和激励优秀人才的企业，那些真正能让员工保持身心健康的职场环境，绝不只是为员工提供这些精巧的便利设施，员工也不会只被这些小恩小惠吸引。提供小憩舱、免费食物以及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这些做法并不能抵消职场环境中存在的巨大压力。

对员工满意度和工作效率以及身心健康至关重要的，是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本身。职场中最好不要有喜欢蔑视和辱骂员工的领导，但这种不文明的职场欺凌大量存在，并且会给员工的身心带来伤害。2企业应该让员工拥有私密的办公空间，或者至少让办公场所保持合适的温度、良好的光线和隔音，因为这样的物理环境不会给员工造成压力。3不过，本章要关注和探讨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营造健康职场环境的两大关键因素，这是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提供的东西，从而提高员工的福祉。这两大关键因素一个是工作掌控感和自主权，一个是人际支持。接下来我们将提供证据，表明这两大关键因素的重要性，并给出一些营造健康职场环境的案例，看看这些企业是如何让员工有工作掌控感和自主权，并建立起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社会关系，进而得到更多人际支持的。

工作掌控感、自主权和健康

20世纪70年代，英国流行病学家迈克尔·马尔莫和他的同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英国公务员体系中，一个人的职位越高，患心血管疾病或者冠心病的风险越低。4为何更高的职位与更佳的健康状况正相关？马尔莫做了一系列被称为“白厅”的长期研究，想搞清楚这一点。这项研究之所以叫“白厅”，是因为英国国家公务员大多在名叫“白厅”的大楼里办公。在这种属于前瞻性的群体研究中，受试者被召集起来做初步评估，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做新一轮评估，并且在此期间，研究人员会跟踪他们的健康状况。当然，与其他实地研究类似，通常不可避免的情况是，受试者不是随机样本。此外，出于伦理和实践原因，研究人员无法将受试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工作环境中，体验程度不一的工作掌控感。不过，这项研究还是排除了受试者的初始体重指数、血压、胆固醇水平、血糖水平、年龄、性别等因素，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健康的个人行为，比如，吸烟。然而，即便排除了这些因素，由职位高低所衡量的社会地位对于健康而言仍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呢？

研究发现，员工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工作掌控感与其职位高低有关，而工作掌控感的强弱，解释了公务员职位的高低对患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和大多数组织的情况一样，英国公务员的职位越高，其享有的工作掌控感越强，即使他们通常面临更严苛的工作要求，但他们对自己做什么、如何做、何时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一研究结论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因为在一个有权力等级的组织中，一个人的职位越高，通常他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在“白厅”研究的第二个阶段，马尔莫及其同事从1985年开始跟踪了7 300多个受试者，直到1991—1993年才宣告结束。他们调查了受试者自称经历心绞痛的情况，也调查了受试者被医生诊断出冠状动脉变窄的情况。马尔莫及其同事将他们得出的结论概述如下：

研究发现，经过年龄调整后，与职位最高的男性公务员如管理者相比，普通职员和后勤员工等职位最低的男性公务员新患上任何一种冠心病的比值比为1.50。就这两类员工而言，对健康影响最大的疾病是得到医生确诊的心肌缺血，相较于职位最高的公务员，职位最低的公务员患心肌缺血的比值比为2.27。对女性公务员而言，职位最低的公务员患任何一种冠心病的比值比为1.47。在研究人员所考察的各种因素中，导致冠心病发病频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是缺乏工作掌控感，而工作掌控感的强弱又与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有关。与之相比，通常被视作体现了人生早期健康和福祉的一项指标——身高和患冠心病的其他常见风险因素则是不那么重要的因素。5

考虑到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健康问题不断增多，死亡率日渐提高，研究者通过年龄调整剔除了相关影响因素。其研究结论意味着，相比于职位更高的员工，职位更低的男性和女性员工自称有过胸痛和心绞痛的概率高出50%，而男性员工患上得到医生确诊的动脉变窄的概率高出2倍。此外，工作掌控感是预测是否会患心脏病的最重要指标，甚至比吸烟的预测能力更强。

当然，虽然冠心病是一项重要的健康评价指标，但它只是诸多指标中的一个。“白厅”研究还评估了员工职位不同对因病缺岗造成的影响。马尔莫及其同事发现，职位最低的男性公务员因病缺岗的概率是职位最高的男性公务员的6倍。对女性公务员而言，职位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仍然显著，那些职位最低的女性公务员因病缺岗的概率是那些职位最高的女性公务员的2～5倍。6“白厅”研究的数据表明，工作压力与出现新陈代谢异常症状有关，前者源自严苛的工作要求和低水平的工作掌控感，后者是预测患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因素。相较于没有工作压力的员工，那些在工作上面临慢性压力的员工出现新陈代谢异常症状的概率高出2倍。7

工作掌控感对健康的影响不仅对英国公务员适用。威斯康星州的一项长期研究跟踪调查了1万多名1957年从威斯康星高中毕业的男女。这项长期调查问了受试者关于健康、工作特征等问题，也问了其他重要的控制变量，比如，受教育状况、童年健康状况、抽烟喝酒之类的与健康有关的个人行为。当然，这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样本，1957年，威斯康星高中只有相对较少的少数族裔学生，并且很多学生没能毕业。然而，受试者提供的长期数据还是呈现了某些因果关系。研究者通过对这群受试者的持续跟踪，分析了他们在54岁（1993年做的调查）至65岁（2004年做的调查）间的健康变化情况。在这11年间，有7.4%的女性和11.2%的男性去世。该研究评估了受试者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状况，但没有将工作特征或其他变量与死亡关联起来。该研究发现，1993年女性对工作的掌控感与她们11年后所报告的身体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着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性，但这一点对男性受试者并不适用。8

其他研究也发现工作掌控感与健康之间存在关系。对欧洲医院员工的一项横向研究表明，在西欧，工作自主权与健康状况是正相关的。9对瑞典8 500个白领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影响力更小、自主权更少的人，那些经历过企业重组并在重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具有更强工作掌控感的人，其幸福程度更高。在12项健康指标中，工作掌控感更强的员工在11项指标中表现得更好，更少休病假，抑郁的可能性更低。10印第安纳大学对威斯康星2 363名居民的一项为期7年的长期研究发现，那些工作要求很高但工作掌控感很弱的员工其死亡率高出了15.4%。11

毫不奇怪的是，工作掌控感既对身体健康有影响，也对心理健康有影响。毕竟，无论你的收入和职场地位有多高，无法掌控你的工作环境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也传递出了一种无力感。针对美国东北部72个不同机构近700名员工的一项研究显示，工作掌控感与自我报告的焦虑和抑郁程度存在着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性。12员工的工作掌控程度越强，他们的焦虑和抑郁程度越低。

如果你想让任何动物变疯，让其变得虚弱、沮丧和无助，最有效的一种办法就是对其任何行为施加随意的处罚，或者对其提出随意的要求，剥夺其对环境的掌控力。这条法则无论是对动物还是人类，都适用。我相信，大多数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经历过管理者随意变更截止日期和工作任务带来的不快。还有的管理者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让员工更好地完成工作，却以工作表现不佳为由，不公正地批评员工，这同样使人心烦。在我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有些人告诉我，他们曾经历出差计划被临时“调整”的情况，并且没有得到任何合理的解释，而当时他们已经在出差的路上。不断变化的绩效评估标准也使得他们很难知道怎样才算是把工作做好了。还有一些人告诉我，老板一到办公室，工作氛围顿时就紧张起来，这使得他们会去猜测，老板心情如何，自己将度过美好还是糟糕的一天。

有受试者给我讲过一个特别典型的故事：有一个领导空降到某个团队，在这里，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业绩指标要完成。其中一个女员工业绩完成得最好，也被公司以及她所在团队视为管理者的最佳候选人，但她被新来的领导解雇了。迫于公司压力，这位领导做出了“解释”，他向他的副手说，他无须给任何人一个解释。

当领导者随意行事时，员工就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或者该做些什么。这会损害员工的身心健康。对习得性无助(9)的相关研究表明，尽管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这类无法控制的事情还是会显著损害我们的健康，使得我们在面对创伤和情绪压力时产生无力感，没有能力知道做出响应是否起作用”。13难怪工作掌控感可以预测患病率和死亡率，更强的工作掌控感显然可以带来更好的健康状态和更长的寿命。

研究表明，切断行为和后果之间的联系，让员工对职场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很少有或没有控制力，将削弱员工的行为动机和努力程度。原因是很好理解的，根据对习得性无助的相关研究，无法掌控的事情会对人们的动机、认知、学习和情绪状态产生负面影响。14如果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采取了行动，但行动后果却无法预测，那么他们就会停止行动。毕竟，当努力的结果不可控从而使得努力没有意义时，为什么还要继续努力呢？

一名为自己所在公司组织数字健康会议的员工曾告诉我，在他把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初步方案报给上司之后，上司的反馈是：“我不觉得这个方案很吸引人，我认为你应该放弃这个方案，做个更好的再报上来。”这名员工描述了他当时的反应：“一方面，上司让我重做方案，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另一方面，我没能得到任何帮助或者反馈，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又何苦为此烦恼呢？”就这个案例而言，领导随口而出的批评让员工放弃了这个项目：“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呢？”

我们再看看与学习有关的案例。尽管并不完美，但人们拥有适应性的学习能力，能够从观察别人的做法和从自身的经验中学到东西。比如，不要把手放在热火炉上，否则你将被烧伤；不同的食物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下取得成功。如果人们有能力通过观察来了解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关联，那么他们就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对环境的掌控力和演化优势。不过，最重要的学习原则是，不同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产生可预测的结果，使得人们可以知道需要怎样做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请想想看，如果一辆汽车的刹车一会儿变成油门，一会儿又变成变速器，而且这种变化是随机的，那开车的难度该有多大。研究表明，当结果不可控时，不仅学习很困难，更糟糕的是，“觉得结果不可控可能会让人们对实际上已经学会的东西产生怀疑，即觉得不可控可能会阻碍人们对掌控感的感知”，15哪怕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某种知识，也是如此。

失去工作掌控感会让人们觉得沮丧，而良好的自我感觉部分来自有能力做好分内工作的那种征服感和成就感。但如果身处工作掌控感很弱的环境，人们的责任和自主权就会更少，从而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无法取得成功。结果，人们更有可能感受到压力和沮丧。尤其是对于之前取得过成功的人而言，在工作上遭遇失败，并且不知道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总是会导致他们退缩，要么离开公司，要么减少努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此外，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掌控力，会让人很有压力，而压力又会激发诸如抑郁和焦虑之类的负面情绪。工作掌控感影响着人们的学习能力、动机和情绪，并由此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什么是工作掌控感以及为什么很少人拥有它

当你还是个孩子时，父母和老师会告诉你该做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肩负更多的自我责任，比如，考取驾照、管理好自己的饮食和作息时间。你会开始做一些影响你生活的抉择，比如，学什么专业，在哪里定居，跟谁成为朋友，如何度过每一天。然后，有一天，你会找到一份工作。在职场，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你对于自己可以做什么、如何做没有了决策权，当然，这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上司、雇主和工作。这种现象真是太糟糕了。大多数人都想有决策权，都想在工作中使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当人们无法做决策，对自己的工作也没有足够的掌控力时，他们就会感到有压力，产生健康问题。

一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过专业训练、如今在玩具行业工作的律师曾告诉我，公司里有很多人是基于业务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得到提拔的，而这种管理能力包括财务管理能力，确保团队按时完成项目的能力，等等。很多管理者不懂管理，不会指导和帮助员工更好地完成工作，由此造成的最大问题在于，这类管理者往往会越俎代庖。当管理者做了员工该做的事情时，员工就失去了上司本应赋予他们的自主权和掌控感。这位律师评论说：

我现在的雇主非常喜欢员工待在办公室，喜欢员工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如果员工不在岗位上，他就会起疑心。他非常讨厌远程沟通、弹性工作制之类的东西。这让人感到泄气和不满。我需要自主权，我需要觉得我有一定的掌控力，哪怕这只是一种幻觉，或者只是小事一桩。但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才会觉得我是一个人，在每天的工作中运用着我的自由意志。被管得太死真的太让人生厌了。

工作环境并非必然如此。在巴塔哥尼亚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迪安·卡特尔注意到，公司的创始人和大股东伊冯·乔伊纳德（Yon Chouinard）认为，公司是这样一种地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并且可以在完全没有任何管理的情况下独立工作。乔伊纳德带头采用了一种他所谓的“缺席管理”原则，让巴塔哥尼亚公司通过“构建真正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力图使更多的员工参与微观管理”，从而确保公司不存在管理者越俎代庖的情况，“这些机制都是公司刻意设计出来的”。巴塔哥尼亚公司信息技术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提到，公司创始人写过一本书《让我的员工尽享生活》，书中提到公司的价值观是，“当天气很适合户外运动时，比如，适合在加州凡吐拉（Ventura）市冲浪，在里诺市滑雪，公司允许员工休假去好好享受生活”。

Zillow公司有4条领导力原则，其中一条是“为你的团队赋能”。正如公司学习与发展部门的一名员工所说的那样，“管理者的职责是支持团队，帮助团队清除障碍，而不是成为发号施令者”。希瑟·瓦西·莱夫斯基（Heather Wasie Lewski）是界标健康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之前在达维塔保健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他提到：“如果人们感到自己正在做的工作没有得到认可，认为自己应该有发言权，觉得被管得过多过严，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就会更低，他们会觉得更累。”

人们通常以为，让员工拥有工作掌控感，这种做法只适用于某些工种和某些员工。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管理者可以让每个工种和每个员工拥有更多自主决定权，在更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工作。共同健康是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致力于健康福利管理的公司，它也十分关注自己员工的健康。安德鲁·哈尔珀特（Andrew Halpert）是该公司负责提供医疗和人际支持解决方案的高级主管，他告诉我共同健康公司是如何创造“患者利益维护者”这一工种的，从事这份工作的员工要通过电话回答客户没能得到解决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当然，公司也要在竞争激烈的劳工市场争夺人才，也会为员工提供他所谓的“看得见的福利”，比如，舒适的办公环境、健康的食物等。但公司还招聘了不同类型的员工，并赋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和影响力。哈尔珀特提到：

大多数健康咨询公司会把客户呼叫中心放在美国中西部城市，并且只招聘至少有几年电话服务经验的员工，但共同健康公司的做法则不同，我们会招聘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顶尖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这些新来的应届毕业生学的专业可能是人体生物学，想把医疗服务作为自己的事业，同时又想为一家有趣的创业公司工作。你可能想问：“如何才能让这群聪明人投入工作，喜欢上这份工作，而不觉得厌倦和不满？”

首先，我们会好好培训他们。他们本来就已经拥有了良好的技能，能够把工作做好。但最终，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是接听电话。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是每隔几周就让员工搬到同一层办公楼的其他区域，这样会让员工保持新鲜感。我们还会让他们轮岗，做不同的工作。比如，某一星期他们会做与落实健康福利有关的协调工作，另一星期他们会做其他类型的工作，因此他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整体运营。

团队的负责人会明确告知团队成员，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把它反映出来，然后与包括工程师在内的其他团队协力解决。换句话说，员工有权与其他员工协作解决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如果你有一群喜欢思考、有能力、有良好技能的员工，你就会发现，他们会相当高效地解决问题。否则，问题只会被反复地推诿塞责，然后诉诸管理层来解决。当然，从员工薪酬的角度来衡量，因为公司招聘的是更优秀的员工，他们的薪水更高，所以公司的成本似乎也更高。但优秀的员工愿意投入更多时间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与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我们能够解决问题，而后者总是会不断遇到各种问题，并且一直得不到解决。

员工有权与团队成员一起为客户提供更佳的体验，这种做法可以带来一定的积极效应。首先，共同健康公司为员工提供了福利和医保，这会让作为公司客户的员工真正地将它们视为福利，而不是一种幌子，从而提高客户员工的留存率。其次，共同健康公司的这种组织和授权方式，也能通过让员工从事更有趣、更有价值的工作，从而提高公司员工的留存率。最后，这一组织机制在解决问题方面更加有效，而不会拖而不决，并且为客户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正如前面的例子所阐明的那样，工作掌控感不仅会影响员工及其健康，还会影响雇主。几十年来的研究一再表明，工作自主权——关于你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决策权，是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动机最重要的一项预测指标，甚至通常比薪酬还重要。16工作自主权还会对工作表现产生积极影响17，因为它既有利于增强工作动机，又允许员工使用他们所掌握的所有技能和信息，以最好的方式把工作做好。

和本书所探讨的很多其他情况一样，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与出于雇主利益而增强员工的工作动机、改进员工的工作表现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冲突。如果能让员工有更多的工作自主权和掌控感，那么员工的工作动机会增强、满意度和表现会改善，员工也会变得更健康、寿命更长。

那么，如果拥有工作掌控感对员工是件好事，让员工拥有工作自主权也有利于雇主，为什么赋予员工工作自主权的情况在职场中并不常见呢？为什么很少有员工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具备足够的掌控力呢？关于职场的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员工的工作自主权正在削弱，18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计算机对很多工种的监控力度越来越大，比如，监控呼叫中心的一个员工每天打了多少个电话，一名医生每天看了多少个患者，一名内科医生每天为患者做了多少次检查，监控系统都显示得清清楚楚。盖洛普和其他大型人力资源公司所做的调查一再表明，自主权的削弱导致员工普遍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投入、不满意。

是什么因素限制了员工获得工作自主权，这正是我和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10)及他的两个博士生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人们喜欢对自己、对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能力感到满意，有动力实现自我提升，因此，人们有动机通过认知行为来形成自己的观念和理解，从而增强自信心。这些自我提升的动机产生了两种心理后果。第一种，人们常常遭遇控制幻觉，相信只要他们能接触或干预某件事情，其结果就会因为他们的干预而变得更好。关于控制幻觉的经典研究表明，人们通常认为自己能够成功地影响随机发生的事件。19第二种，由于人们很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对结果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他们在工作中的干预（或者自认为的干预）力度越大，工作成效就越明显。简而言之，人们坚信对他人工作的监督是起作用的。

为了验证这些观点，我们设置了三组试验，包括对照组、监督组和反馈组，每组有两个受试者。我们告诉每组受试者，我们会随机决定他们组的其中一人为监督者，另外一人则要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在这个试验中，具体的任务就是撰写广告文案。每个受试者都以为自己是监督者，而组内的另一个受试者在另一个房间中写文案，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都是监督者。在对照组中，我们会给每个受试者一份完整的最终文案。在监督组中，我们会给每个受试者一份半成品文案，然后让他们填写反馈意见表，做出评价，但会告诉他们由于沟通不畅，所以另一个房间里的受试者不会得到这些反馈意见。在反馈组中，我们会给受试者一份相同的半成品文案，并让他们填写反馈表，让他们相信在另一个房间的人会获得这些反馈。

相较于对照组中只看到最终文案的受试者，反馈组中的受试者相信自己的反馈意见被给到了“被监督者”，他们对文案、对自己和自己的“被监督者”给出了更高的评价，大约是前者的两倍；监督组的评价处于中间位置。这一差异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讲得通的。这个试验证明，人们会对自己有参与的事情给出较高的评价；对自己没有参与的事情给出较低的评价。如果人们仅仅因为自己在工作中做出了干预，就对自己、自己的“被监督者”和相应的工作成果给予更高评价，那么管理者很难给员工授权也就不奇怪了。因为当管理者将控制权让渡给他人时，他们会认为不只是自己，被授权者的工作效率也都会更低，这种情况下的工作成效不如他们提供监督或做出干预时的工作成效。20

虽然心理偏见也许会让授权变得更难，但对工作表现和健康效应的研究表明，工作掌控感是影响健康和工作效率的关键职场因素。正如对共同健康公司一线员工和对工作自主权几十年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有可能为各种工作赋予更多的自主权。

人际支持与健康和福祉

在介绍达维塔企业文化的一段视频中，一名女员工讲述了当某个员工患上乳腺癌时，同事们如何发起面包售卖活动，为她筹集资金，给她带去食物，很多很多食物。一位单亲母亲几乎含着眼泪说，她在十字路口被一辆车撞坏了盆骨，几乎无法照顾自己年幼的孩子，这时公司和同事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两个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们不仅会感谢他们得到的具体帮助，还会感恩他们是所在社群的一分子。达维塔公司援引法国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文字，将“团结一心”当作公司的企业文化。

如果说工作掌控感是营造健康职场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人际支持就是另一个因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一再表明，人际支持与员工健康之间存在关联。21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对“你的健康的好处跟戒烟一样大，甚至比健身的好处还大”。然而，研究证据表明，“美国人自称没有亲密朋友的人数在最近几十年里增加了大约3倍”。22

证据显示，人际支持，即有可以依靠的家人和朋友，并且与他们关系良好，对健康有直接的好处，也能缓冲各种心理压力对健康造成的损害，这就是所谓的“缓冲假说”。比如，一项研究提到，“人际关系较差的人死亡率更高”，“人际支持水平较低的人死亡率更高……尤其容易患心血管疾病……然而，还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人际支持水平较高会降低患癌症……传染病的概率……以及降低死亡率”。232012年，盖洛普在139个国家所做的调查表明，即便排除了年龄、教育、性别和婚姻状况等因素，那些自称当自己陷入麻烦时有家人和朋友支持的人，也对他们的个人健康状况更满意。24

研究和元分析一再表明，人际支持对健康有着直接影响，并且有助于缓冲压力，如职场压力25对健康26带来的负面影响。27此外，更近期的研究已经揭示出人际支持影响健康的某些特定生理路径。犹他州健康心理学家伯特·内野（Bert Uchino）呈现了相关证据，表明人际支持可以对“心血管、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产生影响，因为人际支持水平的高低与这些“与疾病有关的系统”的“生物学特征”的好坏呈正相关性。28

人们不应该对这些研究成果感到惊讶。研究反复表明，人们需要社交，需要连接，需要与他人在一起。对相关研究成果的一项回顾提到，“人们会形成固定的社交圈”，并且“会抗拒现有关系网的破裂。归属感似乎对人们的情感模式和认知过程有强烈影响”。29将犯人隔离开来，以便各个突破，让他们吐露机密，是一种传统做法，通常行之有效。但将一个人独自关在监狱的单间里是极其严重的惩罚，有人认为这种惩罚越过了法律底线。人际支持和社交关系能促进福祉。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企业要怎样做，才能真正建立起能使人际关系和人际支持更加强有力的企业文化。

在建立关系和提供支持方面，职场上的一些行为通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不过，让职场环境变得更好并没有那么难，首要的做法，就是停止做那些营造了有害职场环境的事情。

也许，我能给到企业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取消强制排名，取消根据“活力曲线”(11)做绩效评估的过程。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让“活力曲线”变得流行起来，通用电气至今还在奉行这套做法。正如《金融时报》记者安德鲁·希尔（Andrew Hill）所说，所谓的分等级评定制度被认为是造成微软“失去的十年”的罪魁祸首，微软员工通常将强制排名视为企业内部最具破坏性的制度。这种做法所付出的代价是：内部斗争，合作减少。30强制排名减少了团队合作，削弱了团队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德勤咨询公司会认为它已经无效的一个原因，它既不受排名的评估者的欢迎，也不受被评估者的欢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抛弃。31

然而，抛开它对团队精神和内部合作的影响不论，让员工之间形成激烈竞争，显然会削弱员工之间的社交关系，减少员工之间的人际支持，而这不利于打造更健康的职场环境。尽管还没有系统性的证据表明强制排名对健康有何影响，也没有数据表明员工之间的竞争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人际支持，但这么做肯定加剧了内部斗争。比如，在共享出行公司优步，强制排名创造了一种被员工形容为不公平的竞争性文化，它就像一个黑箱，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具有随意性和多变性的绩效评估过程又增加了员工的压力。32

再来看看通用电气的做法。通用电气的一位前高管曾告诉我：

每个人都在争夺地盘，每个员工都在拼命争夺权力和资源。很快，我也加入了工作保卫战，而这份工作本来是公司聘请我来做的……你可能认为，肯定有很多人会得到提拔，然而，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场的单挑淘汰赛，比如，我要跟我的同事吉姆单挑。无论我和他的工作做得多么出色，要么他得到提拔，要么是我。这种笼中相斗的观念根植于企业文化中。你往上爬，你往上爬，你往上爬，然后你就摔下来了，你被解雇了。在一群羽翼未丰的年轻人中，有人接替了你的工作。

事实上，内部竞争会让员工成为工作狂，并且长期出差，来自内部竞争的压力还会对员工以及他所认识的其他员工造成负面影响。

现代职场出现的另一种普遍现象也造成了人际支持的匮乏：管理混乱，缺乏反馈，尤其是缺乏正向反馈。在管理层级扁平化方面，企业过度精简了管理者数量，导致管理者很难提供积极反馈和人际支持，因为他们自己都太忙，无暇顾及他人。比如，一名广告专业毕业的学生第一份工作就职于著名的奥美公司。由于她所在部门业务发展迅速，管理者没有时间为一个应届毕业生提供指导或者帮助，她觉得自己“被公司忽视了”。她评论说：“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件事你做得很不错’，那么这意味着我下次要做得更好，而我真正需要的自我提升却一直没能实现。”

在管理上投入一些时间，就能让员工得到更好的支持和指导。如果企业能取消强制排名之类的做法，不再让员工在一个内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你争我夺，那么企业就是在消除不利于提供人际支持的因素。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财务不安全感是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压力又与糟糕的健康状况有关。很多企业只把员工看成交易品，看成生产产品的工具，它们看重的是用薪酬来换取员工的工作，不会与员工建立太多情感关系。

然而，重视营造提供人际支持环境的企业通常会做两件事情：首先，表明企业承诺为员工提供支持。其次，让员工参与能够展现相互关怀的活动。除了提供看得见的支持，这些活动还向员工发出了信号，表明当他们身陷困境时其他员工也会伸出援助之手。得到情感支持以及与上司和同事建立良好关系，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其他福利。

经常在最佳雇主榜单上排名靠前的赛仕软件公司，其商业战略建立在与客户和员工的长期关系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公司关心员工的福祉。比如，一名项目经理加入公司不久，得知自己的母亲患了晚期癌症。公司为他母亲派了护工，同事在他母亲家修了一条无障碍专用斜坡。赛仕软件公司的一名员工在一个周末因遭遇船难去世，他的孩子们该怎么办？那时他们刚被送进由公司给予补贴的托儿所。公司允许孩子们在托儿所待多久？答案是：只要年龄允许，他们想待多久都可以，企业完全不在意他们的父亲已经不再为公司效力。33也许最能说明赛仕软件公司关心员工福祉的事情莫过于它对首席健康官的重视，这一职位不仅要负责提供现场医疗服务，还要确保公司员工在生病的时候能获得让他们恢复健康的医疗服务和照料。

西南航空公司一直也有像关心乘客一样关心员工的企业文化。34大型医疗透析公司达维塔拥有“达维塔村落互助网络”，它“让员工有机会在身处困境（比如遇到自然灾害、意外事件、患病）时彼此帮助，员工可以自愿缴纳互助金，相应地，公司每年为员工互助金最高拨付25万美元”。352004年，当西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被龙卷风袭击时，该公司一位透析管理员说道：“当我们的房子被摧毁时，‘达维塔村落互助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住房和购买食物的资金，直到我们的生活重回正常。”36

在拉斯洛·博克当人力资源总监时，谷歌的员工不仅享有企业的福利，其福利甚至还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因为谷歌认为应该这么做。博克写道：“我们做的事情并非每件都完全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建立社群关系，营造创新氛围，有些项目之所以存在，纯粹是因为它们会让我们员工的生活更美好。”37比如，谷歌在2011年决定，将美国员工的产假延长到5个月。不过，谷歌为去世员工家属提供的福利计划可能才是最值得称道的：

2011年，我们决定，如果意外事件发生，幸存的配偶将立刻获得该谷歌员工名下有限股份所对应的价值。我们还决定为幸存的配偶支付该员工未来10年总薪酬的一半。如果该员工还有孩子，家人每月将额外获得1 000美元，直到孩子满19岁；如果孩子考上了全日制大学，公司将会支付到孩子满23岁。38

按照博克的说法，相关成本微不足道，“大约只有员工总薪酬的千分之一”，但员工获得的心理效益是巨大的。博克写道：“2012年，我们的人力资源团队从一位谷歌员工那里收到一封匿名信。”这封匿名信这样写道：

我是一名幸存的癌症患者，每隔6个月，我都要做一次扫描，看癌症是否复发。你绝不会知道坏消息何时到来……所以，我是躺在病床上给拉里·佩奇写这封电子邮件的，希望公司把我的股票授予我的家人，哪怕我现在还没去世。

当我收到你回复的邮件，告诉我公司又给我买了新的人寿保险，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没有一天不在感激这家公司，它为我的生活做了如此多体贴的、有远见的事情。这是……很多这类事情中的一件，我为在谷歌工作感到自豪，这也是原因之一。39

事实上，博克和谷歌做这些事情只是为了形成社群意识。博克相信，“社群意识能够帮助员工在工作上发挥最佳状态”。40营造人际支持氛围的这些做法促进了员工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向员工表明，公司是重视他们的，因此有助于公司吸引和留住人才。

人们更倾向于喜欢和帮助那些与自己有良好关系、有相似之处以及有关联的人，这种关联包括拥有共同的体验或经历。演化的逻辑在于，那些能够很快分清敌友、分清你我的人会积累出生存优势，而那些有着相似性的人群也会汇聚出生存优势。因此，相似性是人际交往的根本基础，这是有道理的。41人们几乎会自发地帮助他人，满足那些因为偶然和随机因素而与自己有共同特征的人所提出的要求，比如，生日都在同一天，或者有着相同的指纹模式。42如果企业愿意这么做，它们也能创建一种具有社群意识的企业文化，从而促进员工之间的相互联结。

首先，要处理好企业内部的语言使用问题，让员工更少因为职位高低的差异而觉得彼此有所隔阂，并且语言的使用还要符合社群的价值观。达维塔公司有时把自己称为“村落”，公司首席执行官经常把自己称为“村长”，员工总是被称为“队友”，从来不被称为“员工”，后者通常指涉的是低职位的人，而且显得与“管理者”或“领导者”有区别。

其次，公司鼓励通过社交和其他活动让员工建立连接。在达维塔学院，培训和社交活动一次性能将几百个员工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些人被分成几个团队，设计和表演短剧，通常还要穿着制服，有时候甚至是奇装异服。一名员工在公司宣传片中说道，当大家一起唱同一首歌，一起表演短剧，或者一起疯玩时，大家的关系就变得更亲密了。事实上，参与社交活动能减少人际关系的障碍。

如果你不想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也可以让员工一起聚餐，或者在其他方面增加交流机会。很多企业都有茶歇室，这不仅可以减少员工外出喝咖啡的机会，从而节约时间，还能增加员工之间的接触机会，通过聚在一起享用餐点形成社群意识。在巴塔哥尼亚公司，员工可以一起参与户外娱乐活动。这些集体活动加上很多员工已经为公司效力多年这一事实，共同形成了社群意识。公司位于里诺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解释说：

在巴塔哥尼亚公司，人们有一种社群意识。我认为……公司鼓励员工参加户外社交活动，做员工感兴趣的事情，加之很多员工已经为公司服务了很多年这一事实……说明公司把人际关系和使命看得比每天的日常工作更重要。这是我身为公司一员的一种独特感受。

企业有时会为员工提供机会，让他们担任志愿者去服务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这种做法长期来讲会让企业受益，因为有些员工的工作不太需要团队协作，让他们参与志愿者活动，就能让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2013年，联合健康集团的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参与过志愿者服务的受试者中，有76%的人认为，这类活动让他们觉得自己更健康了；有78%的人认为，志愿者服务缓解了他们的压力。在通过企业提供的机会参与志愿者服务的员工中，有81%的人“认同一起参与志愿者服务能增进同事间的关系”。43

举办节假日和生日派对；举办庆典，一起庆贺业务上的里程碑或者庆贺某个产品的成功面市……所有能在一个令人愉悦和有意义的环境里将员工聚集在一起交流的活动，都有助于建立共同的身份感，增进人际关系。西南航空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像关心乘客一样关心员工”，它们的万圣节派对非常有名，员工在派对上乔装打扮，相互嬉闹。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赫布·凯莱赫以擅长乔装打扮而出名，有时候他甚至会把自己打扮成“猫王”。一起玩闹能够增进人际关系，形成社区意识。

本章传递的信息非常简单，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有更多掌控感和自主权，为他们提供人际支持，能够改善员工的身心健康，提高员工的留存率和工作投入度。这既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员工，遗憾的是，很少有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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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有害环境中的7个原因

在有害的甚至是恶劣的职场环境中工作的人都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他们会感受到压力，知道自己在这种环境下会怎么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十分清楚这种环境给他们的身心造成的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尽管通常他们明知自己将加入的公司的职场环境并不完美，但他们最终还是会加入。金是一名年轻的韩裔美国女性，人机互动专业毕业，在加入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公司电商部门时，她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工作环境和文化。她告诉我，“我知道这家公司有一些负面的名声，但这在公司内部是禁忌话题，你不能谈论它们，因为这么做违反职业道德”。尽管知道公司的氛围可能并不融洽，但金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亚马逊太有名了。“每个人都说，‘如果你能在亚马逊工作，你就能在任何企业工作’，所以我选择亚马逊的理由是它的好声望，它是一家新兴的快速发展的企业。”

很快，金就因为每天工作时间太长，感受到了职场压力，她的压力主要来自混乱的组织架构、内部斗争和对她的工作永远不满意的上司。她开始头痛、胃痛、起皮疹。她觉得自己糟透了。为了摆脱抑郁的情绪，她开始暴饮暴食。在加入亚马逊之前，她的梦想是考一个好大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自从我加入亚马逊，我好像什么都也不在意了，我会服用我能得到的任何可以缓解焦虑的药物，我不知道该怎么更好地表达我的想法，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好受的事情，只要比当时好受就行。”金告诉我，亚洲人的长相通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但到亚马逊工作没多久，她看上去就跟她母亲一样老了。

金的经历并非特例。亚马逊的一名员工说，她度假时每天都会去星巴克上网，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我的胃溃疡就是从那时患上的。”1这样的职场环境不止亚马逊一家。有好些人告诉我，他们的工作让人崩溃，身体出现了与压力有关的诸多症状，比如头痛、胃痛、起皮疹等。以自己的身心健康为代价，选择在恶劣的职场环境中工作的人知道，他们的工作环境不会让他们感到幸福。然而，和金一样，哪怕他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还是接受了对自己的福祉不利的工作，选择进入这样的职场环境，并一直待在那里。

通用电气的一位前高管讲述了他是如何意识到他身处的职场环境对他的体重、健康和家庭产生负面影响的，为此他已多次动过离开公司的念头。他每年因为出差要在空中飞行24万～32万千米，有时甚至不得不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分离三周时间。“什么样的公司会让你一次离开家人这么长时间？”他说道。我之前提到的一家健康福利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意识到了长时间工作的危害，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进行自我“治疗”的：饮酒，滥用药物。然而，这些做法都不能解决压力问题，也无法改善她的健康状况。事实上，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几乎不曾遇到那种不清楚有害的职场环境会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的人。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已经意识到自己身处有害职场环境的人还是会选择留下来？

经济原因

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答案就是出于收入考量。除非人们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否则他们就需要依靠工作来谋生。有一名在类似企业工作的女性这样说道：“每件事情都要尽快完成，员工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我们每星期都会召开气氛压抑的周例会，首席执行官会对我们一顿臭骂，但又不提供任何建设性的建议。”然而，她还是留在了这家企业，因为她的丈夫正在读研究生，她是家里的经济顶梁柱，为了满足家庭开支需求，她不得不继续待在这家企业。

此外，有些企业在扩张时会选择将工作地点设置到远郊，因为在那里企业能招到薪酬更低的员工，并且这些员工对于职场环境并不挑剔。如果这些工厂和业务停止运营，这些员工将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他们只好忍受这些条件差的工作。亚马逊就倾向于将其仓库设置在偏远地区，公司很容易在那里招到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员工还会对亚马逊感恩戴德。比如，有篇文章描述了亚马逊是如何决定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和南卡罗来纳州建立分发中心的：

亚马逊将会是今年为田纳西州带来最多新增就业岗位的一家企业……公司负责招聘的人员和行政人员注意到，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能够提供亚马逊所需的数千名季节性工人……在亚马逊仓库周围，“工人露营者”住在大型房车里，为这家互联网巨头提供季节性的服务。2

亚马逊当然不是唯一采用这种标准来为办公场地选址的企业。失业率高的地区会产生过剩的劳动力，相应地，工人的工资水平也较低，工人愿意忍受艰苦的工作环境，这些特点对于很多企业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如果在互联网上搜索“选址标准”，就会出现一些审核清单和文章，其中有很多会提到电话呼叫中心或数据中心的例子，将“劳动力成本和潜在可用的劳工数量”作为首要或者优先的选择标准。3

将电话呼叫中心放在工资更低、失业率更高、有现成工厂的地方，这一做法还能让企业充分利用当地政府对招商引资的渴求。在这种渴求下，政府通常会在房产税和其他税种上给予企业优惠政策，还会给予企业低息贷款，有时甚至会为企业提供免费的土地，或者由当地社区为企业提供办公楼，因为当地居民很希望获得就业机会。在查塔努加市，当地政府允许亚马逊免费使用土地，并只需缴纳正常房产税的27%。一旦工厂正式运营，公司就能招到足够多的能忍受恶劣工作环境的工人，并且这些工人还能一直从事这份工作，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选择。

此外，人们在新闻报道中经常看到的工人薪资停滞不涨以及普遍的财务不安全感等现象，也使得人们但凡有一份工作就会心存感激。如果这份工作还能带来不错的收入，企业的知名度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贴金”，让你的简历看起来更有竞争力，那就更好了。相比于赚钱谋生，选择工作时的其他考量因素都是次要的，比如，职场环境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企业的声誉与有趣的工作

人们愿意忍受恶劣工作环境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想通过自己所效力的著名公司来为职业生涯“贴金”。正如通用电气的一位高管所说：“我接受这份工作，是因为我之前从未管理过如此规模的公司，我那时只有36岁，这份履历对我的职业生涯很有价值……诚然，管理通用电气某个事业部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我后来回到了硅谷，当人们发现我曾管理过通用电气的一个事业部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家伙肯定很有经验’。”上述案例中的金也明确提到，亚马逊的光环让她决定加入这家公司。事实上，虽然与我有过交谈的人大多会提到被一家知名的有声望的企业雇用所带来的长期好处，但他们从事的工作会给他们带来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

此外，即便工作环境压力很大，人们依然留在那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正在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从事既有趣又有挑战性的工作。一名活动策划人告诉我，尽管工作压力相当大，但是她会对自己组织的活动感到兴奋。这位带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离开了电力行业的员工还告诉我，在她因为过度工作而出现身心健康问题之前，她一直很享受与当地官员打交道的过程，因为这能帮助她所在的电力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通用电气的那位高管也很享受在管理大企业时遇到的领导力方面的挑战。还有一位女士为《纽约时报》撰文，讲述自己的律师丈夫死于因药物滥用导致的并发症，而他生前一直在为硅谷一家极有声望的律所效力，她写道：“他喜欢工作带来的智识上的挑战。”4

如果工作能带来尊重，并且人们能够胜任和享受自己的工作，那他们就会选择留下来。然而，他们之所以留在这家企业，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重视工作对身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相信，或者试图让自己相信，其他企业也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们其实还有其他相对当前工作更好的选择。健康的职场环境与不那么健康的职场环境是并存的。比如谷歌或赛仕软件公司，它们经常位居最佳雇主和最受员工家属喜爱的雇主榜单前列。可以说，它们既能让员工感到自豪，又能让员工的简历看起来更有竞争力。

又如，零售业的低工资和财务不安全感是出了名的，这是因为行业的工作时长具有不确定性，而工时调度软件又使得员工的工作时间不可预测，并且员工只享有有限的福利。尽管如此，这家名为容器商店（Container Store）的零售商，仍经常在最佳雇主榜单上有着很高的排名。男士定制服装零售商绅士衣橱公司（Men's Warehouse），至少在创始人乔治·齐默（George Zimmer）在任期间，会为员工提供较高的薪酬，较少使用兼职员工，并且打造出了以员工为中心的企业文化，这使得它进入了最佳雇主榜单。好市多公司在联合创始人和前首席执行官吉姆·辛内格尔（Jim Sinegal）的领导下，为员工提供了比竞争对手山姆会员店更高的薪酬和福利，打造出颇具人情味的工作环境，使得员工能在这样一个高离职率的行业工作很多年。在裁员和降薪方面，不同航空公司的做法不尽相同，比如，西南航空公司就与其美国同行的做法不同，它从来不裁员，也从不克扣员工福利。

重点在于：有些企业职场环境是有害的；而同行业的有些企业尽管也在同一个区域、知名度相当，但其职场环境则没那么不健康。因此，人们可以有其他选择。当决定加入哪家企业时，最好考虑一下职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无论你受教育程度如何，身处哪个区域，或者从事何种具体工作，这都是正确的做法。

对于为什么人们会留在对健康不利的工作环境中，还有其他基于经济学的解释，只是支持这些解释的证据少得可怜。

经济学家和那些相信理性人假设的人认为，职场并非像我所描述的那样糟糕，否则，人们就不会待在那里了。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的理论最初是在消费行为领域被提出来的，后来扩展到了其他决策情形中。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个人通过其在市场中的行为，显示了自身的偏好。5在这里，就是指劳动力市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注意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使得“以如下方式定义一个人的利益成为可能：在每一个独立的决策行为中，无论他做了什么，他的做法都被视为为了自己的利益”。6换句话说，显示性偏好是同义反复的。所以，人们留在不健康的职场环境中并不是因为他们偏好“受虐”。他们也不一定偏好他们的工作环境，也许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环境有负面影响。

另一种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待在不健康职场环境的理论是薪资差别（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这种观点认为，即便人们在对健康不利的职场环境中工作，他们得到的经济补偿也会随着额外风险和负担的增加而增加。7这种解释认为，人们会有意识地、故意地选择赚更多的钱而冒更多的安全和健康风险。尽管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与补偿差异有关的实证证据却相当弱，即是说，人们所冒的职场风险大都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8

人们完全了解身处何种职场环境。人们知道自己是否有带薪年假，以及如果有的话，他们使用了多少假期。工资单上通常也会显示员工休年假和病假的情况。当高科技公司一位女高管的丈夫向她抱怨她的出差和工作时间太长时，这位很有才华也很聪明的女高管便意识到，她的家庭为她的工作付出了代价。

在我看来，虽然人们也许没能完全认识到工作环境会对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毫不在意，或者说毫不知情。我也不认为很多人是有意识地、故意地“选择”多挣钱而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或者因为有（并不存在的）“风险”补偿金而忍受糟糕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理性的决策者，关于工作的决策也是如此。9相反，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陷入了有害的职场环境，并一直待在那里。

人们没有离开现有环境的精力

惰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一直待在糟糕的职场环境中。很多人告诉我，留在原地是一件更容易做到的事情，尽管现在的环境并不令人愉快，人们也仍旧留在那里。

找一份新工作本身就是一项耗费精力的工作。有时候人们之所以身陷有害的工作环境，是因为在没有充足睡眠和面临很大的工作压力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余力一边完成现有的工作，一边寻找新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他们所面临的巨大工作压力，让他们无力离开那个有害的工作环境。赛富时公司的一名营销人员这样写道：

你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我没有处于最佳状态，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你也许会记得，去年秋天的某个星期五你邀请我共进晚餐，我回答说，“没问题”，一分钟后，我问你：“什么时候？”你真的以为我通过面试得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在6个月内就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了吗？(12)

这名营销人员继续写道：

你会因为这些羞愧和尴尬而心力交瘁，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觉得我的大脑简直没法运转了，我几乎记不住10秒钟之前的对话。我想我会被“炒鱿鱼”的。过去6个月我什么事都没做成，我想休病假，然而由于我过往的工作评价很好，我担心休假会影响我在赛富时公司的工作评价。我觉得休病假可能会让情况变得好一些。如果不休假，我会十分痛苦地来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工作，我无法工作，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一天。

在这种情况下，在从事一份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很难，想真正找到合适的工作并成功入职就更难了。因此，人们之所以留在有害的工作环境中，一个简单且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心理受到了严重伤害，生理上的压力也特别大，以致没有精力去找一份新工作。

你足够优秀吗？自信和自我

我与通用电气的一位高管交谈过，他说，出于企业文化的原因，他在通用电气只待了3年。然而，他本有可能待得更短。有几次当他想要离开时，他的上司问他：“你做好成为通用电气领导者的准备了吗？”“当然，我足够优秀，也做好了准备。”他对自己说。所以，他又留下来待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一旦他开始工作，“又有了那种感觉：‘噢，我的天，他们根本没告诉我这个事业部发生了什么，这里完全像是一个火车事故现场。’所以，我面临选择，要么忍受，要么离开。我决定忍受，因为他们请我来就是为了收拾烂摊子的。”

如果你辞职，人们就会认为你是一个“会轻易放弃的人”。谁会想给自己或者被别人打上这个标签呢？那名高管的上司告诉他：“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你就应该知道如何解决难题，并且适应环境。”言下之意是：如果你足够优秀，你就能成功应对工作挑战，取得成就。所以，谁愿承认自己不够优秀呢？

上述案例中的金对她在亚马逊感到的不适所做出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了？我开始责备自己。”亚马逊说得很清楚，公司不适合每个人，只适合最优秀的人。潜在之意是：如果你能适应工作环境，你就是优秀的；如果你没能适应，你就是懦夫，是失败者。在亚马逊的招聘视频中，一名年轻女员工说道：“你要么适应，要么离开。”10亚马逊招聘负责人提到：“这是一家专注于真正干出伟大、创新、突破性事业的公司，做到这些并非易事……当你志向远大时，这里的工作真的很有挑战性。但有些人无法胜任。”11一篇关于亚马逊的文章重现了这种说法：“亚马逊是让极为优秀的人对自己感到失望的地方。”12在一家充满竞争、由业绩说话、痴迷于定量评价的企业中，你要么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断提升，要么只能离开，因此，选择离职就意味着你不得不向自己、家人和朋友承认，你无法承受那种压力，你没有优秀到与最优秀的人同台竞争的程度。

事实上，人们有着强烈的倾向，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有价值的。人类最强大的动机之一就是自我肯定的动机，即倾向于认为自己很优秀。13自我肯定有很多表现形式。如果人们被要求匿名评价自己的积极特点，比如幽默感、智商、吸引力、写作能力等，超过一半的受试者会说他们的表现在平均水平之上，这种现象被称为“优于平均效应”。14如果人们被告知，他们拥有某种特别的个人特征或品格，他们就会过分强调和过度估计这一特征对获得成功的重要性。于是，人们认为他们的积极特征优于平均水平，并且相信，他们拥有的这些特征对于成功而言更为重要。

人们倾向于自我肯定和充满自信的特点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比如，人们会认为他们经手的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更好、更成功，因为他们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正如我在第6章所描述的，当人们对撰写广告文案工作的进展提出了积极反馈时，他们会认为该文案更好，但其实它与别的文案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还会认为自己是更出色的管理者，自己的下属是更出色的员工。此外，一旦人们拥有某个事物，就会特别看重它，无论是一个咖啡杯、一支钢笔，还是一块巧克力，仅仅因为它属于自己，这种现象被称为“禀赋效应”15。我们进行自我肯定的方式以及自我肯定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多样的、普遍存在的。

几乎没有人愿意轻易承认自己不擅长做某件事，当这件事与自尊有关时，尤其如此。对很多人而言，工作是自我认知和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尤其对那些在知名机构从事相对高端工作的人而言，没有什么代价是太高的，没有什么挑战是太难的，否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承认自己的缺点或失败。于是，努力适应极其恶劣的环境变成了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情，它能够表明一个人的能力、精力和投入度。

结果，能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生存下来已经成为一种荣耀。我的一个朋友曾在惠普公司担任营销总监，他说他每年要飞行40多万千米，大多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由于飞行次数太多，飞行时间太长，美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管甚至亲自帮他处理不可避免的航班延误问题。在亚马逊，迪娜·瓦卡莉（Dina Vaccari）吹嘘自己为了赶项目进度，连续4天没睡觉。16硅谷工程师以自己工作时间长而自豪，他炫耀自己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完成工作，甚至可以通宵达旦地工作。

企业也会为员工赶进度创造条件，它们会提供诸如清理垃圾杂物、自助餐和汽车保养等服务，有时甚至会为员工提供便携床，还会提供酒和食物，以确保员工不仅不需要离开办公室，而且还有能量继续工作。高科技企业一位机敏的观察者评论说，很多企业会调整它们的食物供应，好让员工更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而不是筋疲力尽地回家。她注意到，尽管午餐主要提供沙拉和高蛋白食物，但“如果你去Facebook，看看它提供的晚餐，就会发现种类丰富得多，员工吃饱喝足后就可以开始加班了。这些食物的脂肪含量、糖分和热量更高”。虽然食物可能不太健康，但脂肪和糖分对于提供短暂的能量是有帮助的，可以让员工持续工作到深夜。当然，企业也会将工作时长与晋升、职位、认同、临时奖励等挂钩，以鼓励员工持续工作。此外，公司管理者总是会直接或间接地问你：“你是否优秀到足够胜任这份工作？”

合理化和承诺效应

一旦人们做出决定，尤其是如果该决定是自愿的，并且会让他人知道，比如，你选择了一份工作，你的朋友和家人都会知道你的选择，那么你就不是被迫做出的决定，因此在心理上就与该决定捆绑在了一起。这意味着你在心理上认同该决定及其后果，并有动力采取与该决定相一致的行动。17承诺是一种强大的心理过程，能让人们在注定会失败的事情上不断投入更多资源，保持与自己的决定相一致的态度，比如重新肯定所在群体和所从事工作的价值，并且其行为方式也会与其最初选择相一致。比如，当人们捐赠，或者做了一件小事，如举起自己支持的一位政治候选人的海报，人们就会在同样的方向上采取进一步的、更重大的行动。这是因为一旦人们为某项事业或某个候选人做了一些事情，他们就会赋予这些事情更大的价值，并最终采取行动以实现目标。

承诺与一些心理过程有关。一种是，当一个人所做的决定是“自己的”决定时，比如就像我们之所以喜欢我们的咖啡杯或者巧克力，是因为它们现在属于“我们”，我们当然就会喜欢自己的决定。同样，由于是自己的选择，所以人们会坚持待在自己选择加入的企业。另一种心理过程，即自我肯定的过程。如果我们想保持良好的自我，我们肯定不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或者做了蠢事。于是就产生了另一个理由，使得人们情愿待在糟糕的职场环境，并在这种环境中坚守当初的决定：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与承认错误或者推翻自己的决定不同，人们更容易将自己的最初决定和留下来的后续决定合理化。人类是一种极擅长将行为合理化的动物。

人们会将继续待在糟糕环境而不改承诺的做法加以合理化，其中一种方式是，告诉自己虽然当前的环境很糟糕，但它不会永远糟糕下去，有其他理由让自己待下去。一位金融从业者提到，“公司付给我高得不可思议的薪水，而且工作地点离家很近”。一名咨询管理从业者说道：“我们的生存环境比老祖宗好多了，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是‘天下第一大问题’。”关于将在有害职场环境工作合理化的解释，我听过很多很多。

一名高管教练提到，为什么她的客户会在工作上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做出如此多的牺牲：

人们合理化这种做法的最常见方式是，“我想再忍一段时间”，“我想再忍一刻钟”，“等这个产品发布了我就不忍了”。事实上，类似的话可以说很多年。人们可以废寝忘食，可以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开。他们通常很年轻，还没有尝过严重的后果。

承诺还会让人们的欲望保持稳定和一致。人们重视一致性，几乎没人将“墙头草”视为褒义词。所以，一旦做出决定，人们就会觉得一定要实现它，包括关于在哪家企业工作的决定。频繁换工作的人有可能会让潜在雇主觉得，这个人为什么总是在一家公司待不长久？对一致性的追求还使人们更不愿意承认错误。所以，当身处糟糕的职场环境时，我们倾向于相信事态会变好，认为或许是我们的反应过激了，或许情况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糟糕。所有这些想法都让人们继续留在现在的环境中，哪怕他们知道这么做对自己的健康和福祉不利。

社会认同：有害的职场环境成为常态

我们知道自己期待什么、追求什么，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也知道了规范是什么。心理学家在60多年前就提出了“信息性社会影响”概念，至今它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基本概念。18这一概念的假设是：我们会受到他人影响，因为他人的行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何为正确态度和行为的有用信息，这一点对于那些在社会特征上与我们相似的人群尤其适用。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写道，人们会依赖社会认同（他人的行为）让自己在认知上少费些力。19我们不得不观察他人的行为，如果我们相信他人是明智的且考虑事情很全面，依靠他人来指导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似乎就是行得通的。想想看，“规范”（norm）与“规范性”（normative）的英文有相同的词根。什么是规范，什么是规范性？从根本上讲，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就是规范，就具有规范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共同定义了社会现实，也定义了人应该期待什么，哪些态度和行为可以被接受。

在工作方面，他人对一个人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名曾经在金融企业担任高级会计的人说：“我父母希望我成为一名会计，从而获得不错的薪水和社会保障。”我所采访的很多人都会告诉我，当他们在一家知名公司从事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时，他们的朋友会做何评论。所以，离开一份好工作是很难的，因为它意味着要辜负父母和朋友的期望，还意味着他们要告诉自己以及深爱的人，现在这份“很棒”的工作实际上让他们觉得厌恶。

社会影响力是很大的。对快餐厅员工流失率的一项研究发现，流失率具有社会传染性。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20当一家企业的某个员工离职时，同企业的其他人便有可能效仿。相反，如果企业几乎没有员工离职，其他员工留下来的概率会更高。即便快餐业的收入较低，没有太大吸引力，在留下还是离开的问题上，员工还是会受到工作环境和同事行为的影响。与此类似，人们对待自己的具体工作和他们所在组织的态度，会受到同事行为的影响。21如果其他人都认为这份工作既有趣又刺激，那么它必定如此；相反，如果其他人都认为这份工作和上司糟糕透了，那事实必定如此。

在社交网络中，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人的行为和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观点本身并不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能解释很多现象。我们知道，想戒酒的人应该停止与喝酒的人聚会。这种做法也适用于想戒烟的人。你可能读到过，肥胖甚至能通过社交网络“传染”，因为物以类聚，经常跟肥胖者在一起，就会受到他们对饮食行为和体重看法的影响。这些现象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纵容有害的职场环境。如果你周围都是工作狂，他们缺少工作掌控力，经常发生家庭冲突，那么你就会把这些情形视为正常，默认现状并保持不变，即便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会让自己的福祉付出代价，也知道有害的工作环境是“不正常的”。

遗憾的是，在职场世界，长时间工作和有害职场环境的其他方面已经在很多地方成为正常现象。所以，很多人在碰到这类环境时，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因此，当人们抱怨自己的工作环境，或者离开别人会选择留下的工作环境时，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这些人也身处一样的环境。此外，如果像长时间工作之类的职场现象成为常态，那就很难在别处找到更健康的职场环境了。

再以金为例。亚马逊的一位经理告诉金，他在好几家工作环境更糟糕的企业工作过，相比之下，亚马逊算是相当不错的公司了。高管教练告诉她的客户，每个高管的工作时长都应该跟其他员工一样。人们随处可见长时间工作现象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每个员工在工作上都投入了更多时间，并且都在忍受这种职场环境，所以，你们也应该跟他们一样。

事实上，为不现实的截止日期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已经视之为理所当然。一名高管教练评论道：“当工作任务完成，人们不再工作到凌晨2点时，他们会对自己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变得懒惰了？我们什么时候停止工作的？’这就是我所谓的‘正常化’——用不了多久，这样的灌输，这样的期待，就会变成你应该如何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反常和有害成为正常的、可接受的、值得期待的事情，甚至被人们当作成功和成就的标志。

不同的叙述和自我认知

人们通常会对各种情境及各色人等构建叙述，而不同叙述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尽管它值得引起注意。叙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身处的环境，叙述一旦被建构，我们就会倾向于以符合叙述的方式消化我们获取的新信息，忽略和忘掉与我们构建出来的这一叙述不一致的信息。

关于有害的职场环境，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叙述。一种叙述认为，职场环境存在于企业中，而企业是一个充满竞争、要求严苛的地方。只有紧张的，甚至是有压力的职场环境，才有助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立足，从而产生企业追求的经济效益。这就是亚马逊员工讲述的亚马逊故事，也是共享出行公司优步及其充满争议的前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讲述的优步故事。硅谷投资人和评论家贾森·卡拉卡尼斯（Jason Calacanis）认为，“如果你去看看科技公司，你可以依靠5～10名高管将公司从5人发展到5 000人甚至50 000人……优步不得不为生存而战……如果你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有时候你就会形成斗士思维。”22

这段话隐含的意思是：人们应该为在这样的公司工作感到高兴和自豪，并且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狭隘的、自私的利益和福祉，以成全公司的成长和成功。一名曾在谷歌投资的一家基础医疗公司One Medical工作过的会计告诉我：

我去了这家公司，它对我来说无异于天堂，因为它有使命。我真的完全相信它的使命，即让每个病人都能获得医疗服务，让每个病人都能承担得起医疗费用。我相信我们正在做善事。当我来到这家公司时，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公司员工为此付出了一切来实现公司使命。我们不惜以命相拼，以换来公司的成功。我们创造了这种拼命文化……但我们却没能把自己照顾好。

关于职场和职场的危害性，我能说的是，我们为了赚钱，为了获得成功，为了更高的职位，牺牲了工作乃至生活的意义……身为由使命驱动的公司的一员是一回事，实现自己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比如，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意义。为了实现他人的目标，我失去了所有的人生意义。

让人们为了某项事业付出自己的一切，这一想法利用了人们想要实现“不朽”的愿望，或者利用了人们想要把自己与比自身利益更伟大的组织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愿望。

与此相反的叙述则是：有些企业的工作环境的确是有害的，人们的福祉、健康和生命都要屈从于某个领导者的野心，通常也要服从于领导者追逐权力、声望和财富的个人目标。此外，这种职场环境对于经营绩效的评价没有完全将员工付出的健康代价考虑在内。在One Medical公司，“创始人对自己的健康毫不在意，他真的相信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公司的成功是值得的，并且这种信念还将影响其他员工。”但即便领导者不想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也不意味着每个员工都应该失去它。在这种叙述下，以自我肯定和维护自我认知的名义离开有害职场环境的做法无可非议。如果越来越多的员工离开有害的职场环境，公司管理者最终也许会采取变革措施来应对员工的高离职率，顺带也减少了与吸引替代员工有关的成本。

这种叙述似乎常常形成了一个对比，一方面，员工为了组织及其崇高的目标做出无私的自我牺牲；另一方面，他们又从自我的角度追求个人健康和福祉。在此，我将提供第三种叙述，它整合了前两种叙述，使得关注自己的健康成为正当的做法：一旦有害的职场环境让你生病了，或者让你失去了自理能力，甚至更糟，要了你的命，你对你的企业或者对你自己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如果你的雇主真的在意你做出的独特贡献，他就应该照顾好你，难道不是吗？如果企业真的关心工作效率和经营绩效，它就应该采取能够同时提升员工福祉和经营绩效的管理措施，避开那些不利于员工和企业福祉的职场环境因素。对于那些以其工作环境或社会福利而著称的企业而言，尤其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确保自己的福利体系和职场环境是可持续的。

离开有害环境的3个理由

尽管有很多心理因素使人们留在了有害的工作环境，但还是有很多人离开了。事实上，我为撰写本书所采访的对象几乎都离开了有害的职场环境。人们选择离开的理由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理由，可能出现了一起突发事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事件令人愤慨，就像一巴掌打在了员工脸上，使其看透了公司的真面目。有人告诉我，她认识一个人，那人在参加朋友葬礼的时候被公司叫回去工作，当那人乘坐航班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时，他们告诉那人，“哦，我们已经把事情处理完了。”那人当即决定再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如此对待员工的企业身上。

第二个理由，家人或朋友会帮助人们克服离开公司的心理障碍，并且不再认可他们对留下来这一做法的合理化解释。大多数情况下，家人担任这一角色的可能性更大。有一个员工在一家充满压力的企业工作，员工们能在这家企业获得很多经验和知识，这让他们留了下来，这个员工提到：“最后一根稻草是，在我真的生病的情况下，公司还是要求我继续工作。我的丈夫坐在我旁边，告诉我，我不应该再这么下去了。于是我很快离开了公司，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那名通用电气某事业部的高管有一天去上班的时候本来想提辞职，但下班回家的时候仍留在了公司，因为他得到了上级的评价，“足够优秀，能够成为通用电气的领导者”。他的妻子告诉他，他也许足够优秀，能够胜任领导者，但要是他不离职的话，他就不再是她的丈夫。这句话让他彻底放弃并离开了公司。

第三个理由，当人们身心俱疲，无法继续工作时，会选择离开。一名员工说道：“我之所以在华尔街工作，是由于我认为我别无选择，我的技能面太窄，无法从事其他工作，因为华尔街太吸引人，在它之外的世界都被视为‘无趣’。我最终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摧毁灵魂的环境，这简直让我内心崩溃，我得离开，从而保护我的心智健康。”

一名员工因为糟糕的职场环境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申请了病休，并最终离开了这家电力公司。金离开亚马逊的原因是，她太累，太压抑，无法再忍受。就此而论，人们的确会离开有害的职场环境，但通常是在付出了巨大的身心健康代价之后。

不要接受不可接受的诱惑

人们将事情合理化和为自己寻找借口的能力是惊人的。一旦人们选择了为某个企业工作，一旦他们周围的人都在忍受和纵容糟糕的工作环境，一旦他们接受了将忠诚、努力、成功与优秀挂钩的叙事，离开就会变得更难。即便人们知道他们在以错误的方式自我疗愈，在将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置于危险境地，在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他们还是会坚持留在有害的工作环境。

当然，将事情合理化不完全是坏事，非理性的合理化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而人们之所以为自己寻找借口，也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我就会为我想要改变世界的做法做出辩解：我想让人们更容易建立良好关系，我希望打消人们的错误观念，我希望人们能更快学会新的知识……

所以，我要在此提供几个可行的建议。第一，既然我们都会受到他人影响，那就去结识一些从未工作过的人，认识一些与家人和朋友建立起真正的关系而非泛泛之交的人，结交一些真正享有工作自主权和掌控感的人。然后，与这些人建立良好关系，在他们身上投入一些时间。他们会为你提供一些社会信息，对你施加影响，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定。

第二，要有自我反省的意识，不要屈从于自我，不要被“你难道不够优秀吗”之类的问题困扰。我们要愿意承认，选择雇主就跟我们做出的任何决定一样，都有可能犯错，一旦发现自己犯了决策错误，就采取行动纠正它。

第三，正如很多人告诉我的，要知道，即便离开了糟糕的、不健康的职场环境，过去的负面影响也不会立即消失。一个有着计算机编程和咨询专业背景的人描述了美国视频网站葫芦网的办公室政治，它给员工带来了压力。在离开葫芦网并进入新公司之后，她仍未摆脱之前的工作环境残留下来的压力和影响。她评论道：“我发现工作中存在着所谓的‘负担’，有意思的是，你会把它从一份工作带到另一份工作，也就是说，即便你去了环境较健康的企业，你也不会完全摆脱过往的糟糕体验。”

当我们判断要不要加入一家企业时，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职场中，健康和福祉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金钱也不能完全修补破损的人际关系，或者改善我们的身心健康。除非我们在找工作时认真对待这些因素，否则别指望雇主会重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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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跨国制造商贝瑞—威米勒的首席执行官、被INC杂志的一篇文章评为全球最优秀的三位首席执行官之一的鲍勃·查普曼，当着上千名首席执行官说：“你们是员工健康问题的罪魁祸首，因为有74%的疾病属于慢性病，患慢性病的最大原因是压力，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工作。”

查普曼说得对。借用喜剧漫画《波哥》（Pogo）中的话说，就是“我们遇到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企业使得员工容易生病，政府对此没有太多作为，每个人都在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完全有可能每年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节省几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和其他成本，同时还能让各种组织更有效率、表现更佳。企业、公共政策和员工要做的，就是理解我在本书中所探讨的内容，即哪些职场因素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伤害，然后效仿其他企业的好做法，努力消除这些因素。实际上，我在书中已经提到了不少正面案例。

就像贝瑞—威米勒、巴塔哥尼亚、Zillow、共同健康、谷歌、达维塔以及很多其他企业所表明的，营造健康的职场环境是可行的、必要的，能增加员工的福祉。此外，营造能够促进而非削弱员工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环境也是可行的、必要的。事实上，这么做对企业是有好处的。很多卓越的组织，虽然在这些方面做得还不够，但至少已经在这么做了。

假如我们能赋予“工作”更丰富的含义，使职场环境不对员工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那么对于雇主和社会而言，医疗费用就会更低，工作效率和经营绩效就会更佳。虽然有生理或心理疾病的员工很难在工作中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是一个常识性的观点，我在本书第2章也检视了相关数据、证据和案例，结论与这一观点相符，但我们不应搞错了因果关系。如果我们能改变职场行为和环境，缓解工作压力，员工的工作表现就会更好，而雇主也不会伤害甚至“杀害”自己的员工，员工也不必“为赚钱而死”。

很多有害的职场因素会增大员工的压力，并对他们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对此，我尚未在书中一一列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自己肯定低估了企业所营造的有害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以及它们所导致的在经济、健康和生产效率方面的代价。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之前没多提但又很重要的职场因素——职场欺凌。辱骂、欺凌等行为在职场中相当常见，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压力因素，会让员工产生心理和生理问题。1一项以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工作的护士为调查对象的研究发现，44%的护士在过去12个月遭遇过欺凌，2而对超过1 100人所做的另一项调查表明，超过50%的受试者曾在职场遭遇过欺凌。3欺凌对员工的福祉有着重大的负面影响。比如，遭遇过欺凌的护士有着更高的焦虑和抑郁水平。4对芬兰超过5 400个医院员工为期两年的定群追踪研究表明，即使调整了年龄、性别、收入等因素，受欺凌员工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依然是未受欺凌员工的2倍，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是后者的4倍。5尽管来自上司或同事的辱骂有时被视为不受组织控制的个人行为，但组织及其领导者可以决定是否容忍这种行为，这是我的同事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在其著作《不混蛋的规则》（The No Asshole Rule）中表达的鲜明态度。6

此外，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下企业对女性、少数族裔和其他群体的歧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歧视不仅会影响这些人的就业前景和财务安全感，还会影响他们对职场环境的掌控感，并由此影响他们的压力水平。对215名墨西哥裔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受歧视与抑郁和更糟糕的健康状况有关。7对亚特兰大197名非裔美国人的研究支持了如下观点：在职场中，基于种族的歧视现象与被歧视者患高血压有关，因为数据表明，被歧视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读数都偏高。8对134个样本的元分析表明，“受歧视对心理和生理健康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9

职场安全和物理环境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温度、光线、噪声等因素都会影响健康，10并且都是与工作安全和健康有关的监管政策的早期关注因素。比如，对汽车工厂374名工人的研究发现，戴上听力保护耳罩能减少噪声对血压和心率的负面影响。11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员工而言，办公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一项长期研究考察了办公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可以参见《职业健康心理学期刊》和《职业与环境医学期刊》上的文章，以及发表在很多医学和公共健康期刊上的诸多文章。然而，管理研究文献、组织中的领导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极少关注职场环境的影响。当一项调查询问受访者，他们的雇主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缓解职场压力时，有66%的人回答说，“什么都没做”。12

解决方案

有些公司已经主动将员工健康和福祉作为其竞争策略、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一部分，但还是有很多机构在做那些会让员工付出生命代价或者让员工在心理和生理上遭受痛苦的决策。尽管有大量的病理学文献提到了有害的职场行为对健康和医疗费用的负面影响，但政策制定者还是对之视若无睹，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没能引起组织领导者的注意。如果我们想要减少这些决策及其后果让社会和企业所付出的代价，消除企业有害管理行为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死亡事件，我们有5件事情要做。

第一，我们需要测量健康和福祉水平，就像我们会定期测量环境污染及其后果一样。

第二，我们可以将那些做出有害行为的人和企业称为“社会污染者”，并将其曝光，就像我们会曝光污染了环境的企业。我们要用公开警告和社会压力来让企业营造更健康的职场环境，同时尽可能地褒扬那些鼓励员工在职场上获得全面福祉的企业。

第三，我们要想办法测量管理决策的真实成本和后果。这意味着企业要为它们在对待员工健康方面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而这些代价如今很大程度上被转移给了外部，由社会在承担。

第四，我们必须意识到所谓的权衡是一种借口，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大多数企业根本不需要在促进员工健康和提升经营利润之间寻求平衡。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促进员工健康和福利的做法，总是能够提升组织效率和利润率，有时这种提升甚至非常显著。正因为如此，降低医疗费用和改善员工健康与提升组织绩效这两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兼容的。

最后，我们必须坚持，企业的领导者和制定政策的公共部门应该将员工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优先目标，禁止企业以提振经济效益的名义牺牲它，也不允许企业以提高股东回报的名义忽视它，无论这么做的社会成本有多高。作为文明社会，应该就企业对员工的所作所为做出一些限制性规定。毕竟，如今人们不会仅仅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量，就认同公司推行奴隶制或者招聘童工。正如我们无法接受企业污染生态环境，我们也应该通过行政监管和社会舆论禁止企业“污染职场环境”，制造“社会污染物”。简而言之，人类某些方面的福祉应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将依次分析这些建议。

测量员工的健康与福祉水平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绝大多数企业对如何衡量员工健康和福祉水平，几乎没有系统性的关注。这一发现让我深受启发。为员工提供了医保的大型企业，确实经常从它们的医保管理者那里获得与理赔有关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没有告知企业，那些需要寻求医疗服务或者开处方药的员工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些企业，如巴塔哥尼亚，将员工离职率作为判断管理者发现问题或者留住人才的能力的依据。巴塔哥尼亚和其他企业还通过与离职员工面谈，来发现企业的员工福祉问题。有些企业如贝瑞—威米勒、达维塔、巴塔哥尼亚，会根据公司的价值观，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测量员工的健康与福祉水平。还有很多企业会测量员工投入度和工作满意度。几乎没有企业会忽视诸如招聘网站“玻璃门”之类的专业机构在线上发布的企业职场环境指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会负责确保公司有健康的企业文化，有一个能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工作环境，他们会花时间与员工交流，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是否平衡，工作时间是否过长，以及员工表现是否够好等。因此，企业并非对员工一点儿都不关心。至少在有些企业，员工的健康和福祉得到了极大的关注。问题在于，企业没有太多相关的系统性的数据可用。

人们通常只关心已经测量的数据，忽视还没有测量的数据。俗话说得好，你无法掌握计算之外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善职场环境，增进员工的健康和福祉，我们就需要测量。

好消息在于：如今我们可以使用的测量方法有很多。尽管有不少方法不管用，但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已经得到了研究的证实。我们只需耗费极小的成本或精力，就能测量出员工的健康和福祉水平，以及职场环境的各种因素对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员工的健康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社会系统运转水平的衡量依据，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后果。让我们先从单一的测量方法开始吧。这种方法就是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总体健康状况？”答案可以是“极好、很好、好、还行、糟糕”，或者“很好、好、还行、糟糕、非常糟糕”。这一单一测量指标有极强的可靠性和预测价值。

1971年，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研究人员对3 128名老年人展开了一项长期研究，该研究既使用了健康自我评价法，也使用了客观指标，比如，医疗服务使用频次、医生诊断的健康状况。然后，该研究对受试者进行了持续跟踪，记录了接下来6年中的死亡事件及其日期。那些自认为健康状况糟糕的受试者的死亡率，是那些自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极好的受试者的将近3倍。此外，相比客观的健康指标，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在死亡率和离死亡有多远方面，是更好的预测指标。13一项对芬兰超过2 800名受试者的研究发现，受试者的健康自我评价在一年内是稳定的也是可靠的，并且对如下情况也是有效的：它能前瞻性地预测未来一年内受试者看医生频次，以及预测未来十年内受试者对自身健康状况和死亡风险的自我评价。14另一项针对70万人的研究发现，自认为健康状况还行或者糟糕的人，接下来面临死亡的风险高出了2倍，而这种测量方法对于不同性别和所有族群都适用，具有预测价值。15此外，相关研究已经开始了解相关机制，即为什么健康自我评价对于预测死亡风险如此有效。16

其他研究已经显示，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能够预测因病缺岗的发生状况。17还有其他研究显示，健康自我评价法可以有效预测各种亚种群，如美国原住民、太平洋岛民、西班牙裔18和低收入人群19未来的死亡风险。有好多国家的学者都研究过健康自我评价法的预测价值。对20多项研究的元分析表明，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与包括死亡率在内的健康后果有关，这又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即“在几乎所有研究中，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都是一个独立的预测死亡率的指标，虽然还有很多其他健康状况指标和已知的相关变量能够预测死亡率”。20

经合组织使用全国性的健康自我评价调查，作为对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状况的评价指标。21在很多情况下，经合组织用于评价国民健康状况的健康评价指标在经过修正后，可以被用于规模更小的人群，比如，企业中的员工。

对福祉的衡量稍微复杂些，但仍有可操作性。相比评估身体健康，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评估人们在职场的福祉和心理健康。当然，不同于自我评价健康状况时只需回答一个问题，这些指标需要受试者回答更多问题。43尽管如此，在评估职场福祉方面，相关研究文献十分丰富，也有很多可靠的测量方法能以可预测的方式将员工福祉与重要的职场现象联系起来，如测量员工流失率。

即便难以面面俱到，也有很多影响健康的职场环境因素已经得到了评估。就工作时长而言，只需问人们每星期工作多少小时，加班的频次如何，是否在晚上或周末工作，是否需要轮班。关于获得医疗服务的情况，可以通过提问来了解，比如他们是否不得不推迟看医生，是否不得不推迟接受某些受到推荐的医疗服务，或者出于费用考虑不得不推迟开药。关于职场压力22、工作与家庭冲突23和工作掌控感（包括决策权和自主权的范围），我们都已经有很好的评估方法。财务不安全感可以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评估，如当地的失业率，也可以用单独的指标来评价，如失业、同事失业以及对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失业的自我感觉。24

组织心理学、产业心理学和职业心理学已经发展出很多评估职场环境的方法，企业应该使用这些方法来评估职场环境的健康程度，并持续跟踪在企业采取这些改善员工健康和福祉的干预措施后，企业职场环境与员工健康状况所带来的变化。

曝光“社会污染者”

一旦我们有了衡量健康和不健康职场环境的方法，公开测量数据就有意义了。在应对更一般的环境污染和可持续性问题上，一个重要的设想是，曝光污染者会使得那些污染者减少自己的污染行为，从而在员工、客户和供应商面前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此外，将那些对环境最友好的企业或者“绿色”企业公之于众，会鼓励其他企业效仿，以获得类似的认同。

比如，加拿大政府不仅允许公众获得哪些企业和组织污染了环境的信息，还将这些信息放在网络数据库中，供人们搜索。与此类似，《职场母亲》（Working Mother）杂志25推出了与工作和家庭冲突有关的企业评选活动和评选榜单；位于巴塞罗那的IESE商学院运营的“工作与家庭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Work and Family），专门用来鼓励企业执行相关政策，让实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变得更容易。一方面奖励先进，另一方面曝光劣行，这种做法会激励企业及其本来就极具好胜心的领导者做得更好。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努力在促进员工身心健康方面同样会获得成功。谁想被列入最不健康的工作场所名单呢？相反，大多数企业都希望在促进员工福祉方面得到社会认同。

在曝光职场行为劣迹斑斑的企业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很多提供评价和排名的机构本身就是商业主体，它们的客户就是那些被评价和排名的企业。比如，盈利性机构最佳雇主学会（Great Place to Work Institute）就面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而它们会把这些企业列入最佳工作场所榜单。“玻璃门”曾经是一家在线招聘网站，既为求职者提供企业和首席执行官排名，也为它们所评价的企业提供招聘服务。它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网友会自发在网站上发表评论，就像知名的商户点评网站Yelp和猫途鹰的用户会在网站发表评论一样。这意味着“玻璃门”跟其他网站一样，必须使用算法来防止有人钻空子，而不公开算法的细节。但盖洛普就是一个例外，它使用随机样本对职场环境提供客观而无偏见的评价，并且盖洛普从不单独为一家公司提供评价。

二是政府可以收集企业排放的客观数据，企业的能耗和资源循环使用情况也能得到客观评价，但与环境污染的情况不同，很少有“独立”机构收集与员工的健康和福祉有关的信息。很大程度上，与职场环境有关的评价数据是由企业主动提供的，企业可以决定参加还是不参加某个“最佳职场”评选活动，这使得评价可能有失偏颇，而且数据可能不准确。

不过，这些难题并非不可解决。成立于2011年的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the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已经提出客观的、可审计的标准，使得企业能够向投资者报告与物理环境、社会影响力和治理水平有关的情况。遗憾的是，该委员会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员工的可持续发展，而只强调企业对物理环境的影响。不过，如果人们真的对企业如何影响员工的寿命和死亡风险感兴趣，该委员会提供的这套评价模型也可以用于评价企业的职场环境。与此同时，诸如最受职场妈妈欢迎或者最受家人欢迎的最佳工作场所之类的榜单即使不完善，也好过没有这样的榜单来曝光最佳和最差职场环境。

防止医疗成本转嫁

我们需要政策来降低大量被外部化的成本，从而使得各方都能做出更有品质的决策。举例而言，我将我的垃圾扔在邻居家门口，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在经济上也是低效的，尽管以如此低成本方式处置我的垃圾，似乎会让我受益，也会让我获得经济上的好处。由于我不仅将成本转嫁给了他人（外部化），还降低了我自己的经济成本，我就很少有或者没有动力高效地使用资源，以减少我所产生的垃圾数量，或者没有动力设法更有效地处置垃圾。由于垃圾处理成本几乎为零，所以人们就会过度制造垃圾，也会对如何做好垃圾管理漠不关心。

经济学家和相关学者已经充分意识到，市场和市场定价是确保高效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有效机制。但市场定价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即当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能的信息和真实成本时。扭曲的价格产生了扭曲的动机，从而产生了扭曲的、低效的决策。

就医疗费用的情况而言，将私人成本转嫁给社会，这一外部化问题绝不是捕风捉影。比如，没有为员工提供医保福利的企业实际上是在让员工自己照顾自己，而这些员工通常收入很低，且从来就没有医保。当没有医保的员工生病时，他们就会去医院的急诊室看病，但对于初步诊疗而言，在急诊室看病的性价比是相当低的。此外，当这些人抵达急诊室时，他们的健康状况通常已经恶化到了治疗难度更大、治疗费用更高的程度，而如果能早一点诊断和采取干预措施，就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当医疗机构不得不提供保险不能覆盖的医疗服务时，相关成本就落在了医疗机构身上。然后，这些机构要么对加入了医保体系的雇主和雇员提高价格，以覆盖成本，要么寻求公共资金的支持，用于覆盖为没有医保的人提供医疗服务而产生的费用。在这两种情况下，医疗费用不仅要由雇主来承担——尽管雇主已经将部分医保义务转嫁给了员工，还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比如，2005年，由“美国家庭”协会（Families USA）所做的一项研究估算出，“由于存在未补偿的医疗费用，对个人而言，年平均保费多交了341美元；对家庭而言，年平均保费多交了922美元”。26

与此类似，员工一旦被裁，就不再是企业尽义务的对象，而成为整个社会尽义务的对象。此外，低收入人群可能不得不依靠公共救助，因此，虽然雇主能从少支付薪水和减少医疗费用中受益，但整个社会不得不支付更多，以支持就业人口。医疗费用和其他雇佣成本的转嫁程度很难估算，但研究表明，转嫁力度是很大的。加州的一项研究估计，2002年，有200万个工薪家庭（家里至少有一人有工作）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公共资助，这让州政府支出了大约100亿美元。此外，接受过由“医疗白卡”(13)付费的医疗服务的家庭中，有将近46%是工薪家庭。27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了提供这项医疗资助，每年相关费用支出超过了57亿美元。28还有研究显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税收支付的医疗资助项目所覆盖的对象，并非限于受雇于小企业的职场家庭成员，而人们通常只以为小企业更难承担医保费用，却忽略了中大型企业员工也可能面临医保缺失问题。数据显示，大约有70万个获得“医疗白卡”的人，其所在公司或者家属所在公司的规模超过了1 000人，还有44万人在规模介于100人到1 000人之间的企业工作。29

美国雇佣人数最多的私营企业沃尔玛已经受到很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因为与其他大型零售商相比，它付给员工的薪酬更低，员工医保覆盖比例也更低。由于公司相关诉讼很多，研究人员能够得到大量信息。简而言之，“与其他批发或零售商相比，沃尔玛在每位正式员工身上少交了38%的医保费”，“比起加州其他大型零售商，沃尔玛医保计划的员工覆盖比例更低，只有48%～61%”。30毫不奇怪的是，根据沃尔玛自己提供的数据，“24%的员工以及46%的员工子女要么没有医保，要么只加入了公共医保计划”。31这一数字高于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大型零售商。值得注意的是，零售商员工的收入低于私企员工的平均水平，他们更有可能从事兼职工作，因此与大多数员工相比处于相对劣势，这使得将沃尔玛与其他大型零售商进行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佐治亚州公布了不同类型雇主的员工加入医疗补助计划的相关数据：“2003年，在16.6万个加入州‘儿童医保计划’的儿童中，有1万个儿童来自沃尔玛员工的家庭。”使用沃尔玛在医保费用和员工医保覆盖比例方面的数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动力研究中心主任肯·雅各布斯（Ken Jacobs）估计，“每年沃尔玛为员工及其子女支付的医保费用为4.55亿美元”，“但沃尔玛员工每年有2.2亿医疗费用不在医保范围内，可见其被转嫁给了社会和其他企业”。32

沃尔玛的例子以及来自多个渠道、多种方法和多个区域的证据都表明，由医疗服务以及雇佣关系中员工工资过低等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医疗成本外部化问题，即私人企业将医疗成本转嫁给普通大众和社会，会让人们依赖公共资助，从而引发严重的后果。

尽管在医疗服务方面出现了成本转嫁现象，但失业保险制度和员工补偿保险制度已经有了应对政策，削弱了企业将其与员工有关的决策成本完全外部化的可能性，同时，这些政策还鼓励企业成为更负责任的雇主。就这两个制度而言，雇主为每个员工向州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支付的保费，要根据企业以往执行医保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整。

就像其他保险制度如汽车保险，基于车主过往理赔经历的车保政策可以鼓励车主避免发生事故和被处以罚单，雇主为员工支付的医保费用也要根据雇主过往的保险理赔记录做出调整。在职场生病或伤亡的员工人数越多，理赔金额越大，雇主为员工支付的保费就越多。这种基于过往赔付成本的保险政策让雇主有经济动机营造一个更健康的工作环境，从而节省保费。

失业保险费率通常也会反映雇主过往解雇或裁员的经历，这些员工虽然失去了工作，但仍在享受保险福利。结果，那些过往裁员人数更多的雇主虽然因为裁员节省了薪水开支，却要支付更高的失业保险费给政府，从而至少能够补偿因裁员而加在政府身上的成本。

至于员工的身心健康，除非雇主真正承担了与员工健康有关的成本，否则他们既没有数据也没有动力在保证员工福祉方面做得更好。

跟美国所有城市一样，旧金山有一些企业的员工是没有医保的。旧金山有很多医疗诊所，有政府卫生部门，也有公立医院如旧金山综合医院，该医院可以为没有保险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医疗费用由纳税人买单。2007年，时任市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和旧金山议会通过了《旧金山健康法案》。该法案要求雇主为每个员工每工时支付至少1.37美元的医保费，企业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来执行：为员工购买商业健康险；把保费交给旧金山卫生部门；为居住在市外的员工报销在市内接受所有医疗服务的医疗费用。当然，如果员工收入很高，可以不参与这一计划。“《医疗保障条例》要求，员工人数超过20的营利性企业和员工人数超过50的非营利组织，每年至少为全职员工支付2 849美元医疗费用。对规模更大的企业，该费用为4 285美元。”33

当该计划正式实施时，人们的欢呼声震耳欲聋。金门餐饮业协会是旧金山诸多行业协会之一，行业协会通常能够预测行业兴衰。该餐饮业协会认为，由于薪酬成本增加，餐饮企业会离开旧金山，同时吸引其他餐饮企业来旧金山开店也会变得更难，这套医保制度行不通。然而，这种悲观的预测并没成为现实。旧金山餐饮业依然兴旺，就业人数持续增长。事实上，该计划实施后，旧金山没有医保的人口比例降到了3%，“大幅减少了计划参与者因为常规治疗而对急诊室的使用频次”，从而节省了费用。34有些餐厅在顾客账单上单独增加了一行，显示员工成本提高对用餐价格的影响；有些则是直接提高了菜价，没显示员工成本的增加。同时，Twitter之类的高科技公司一直将办公室放在城里，而旧金山的商业氛围依然活跃。最重要的是，雇主无法再将自己的医疗成本转嫁给公众了。

成本转嫁不仅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还会增加整个医疗系统的成本。这是因为由于没有医保，很多人会推迟治疗，当人们最终来到医疗服务机构看病时，其医疗费用通常会更多，因为他们错过了早期干预疾病或者阻止疾病恶化的机会，导致病情恶化了。在旧金山，“‘以前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人表示，自己在旧金山居住了一辈子，却从未获得医疗服务’，旧金山综合医院家庭健康中心的医学主任哈里·汉默尔博士（Dr. Hali Hammer）说道。人们来医院的时候，已经患上糖尿病、高血压甚至晚期癌症了。有些女性从未做过子宫颈抹片检查”。35这就是早期干预至关重要的原因，因此，要提倡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更健康的工作环境。让人们更早接受治疗可以节省费用，减少住院次数，减少待在高成本治疗环境中的天数。减少或消除成本转嫁不仅能促使企业对其职场决策后果承担更多责任，促进公平，而且能降低总成本。

社会要为医保问题处理不当付出代价，同样也要为其他有害的职场行为付出代价。如果不需要支付裁员成本，不需要为裁员的负面健康影响付出代价，企业会裁掉更多员工，甚至超过本应该裁掉的人数。如果因为工作过于劳累而无法坚持的员工离开企业或者不再具备劳动能力，企业却无须为此付出代价，那么这种代价就会由社会来承担。这样一来，企业就没有动力限制工作时长，让职场环境变得更友好。这种将由不健康的职场环境所导致的私人成本社会化或外部化的做法虽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并非不可解决。如果企业必须承担它们对待员工的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它们就会基于决策的真实成本和收益做出更好的关于职场行为的决策。

健康与利润之间不存在权衡问题

正如我们在整本书中看到的例子以及系统性的研究回顾所表明的，企业关注员工健康这一做法，并不总意味着会牺牲工作效率、品质或利润。事实上，工作环境更健康的企业通常更赚钱，更有效率。身体健康的员工不仅工作效率更高、缺勤率更低，而且给雇主造成的医保或医疗成本也更低。

这里仅举一例。让我们看看沃尔玛的例子。众所周知，一直以来沃尔玛在为员工提供医疗福利方面是很吝啬的，同时公司还会裁员，进一步增加员工的财务不安全感。相比其他零售商，沃尔玛付给员工的薪水也相对较低。《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2008—2013年间，沃尔玛在美国新开了455家店，规模增长了13%，与此同时美国员工人数减少了2万人，占公司总员工数的1.4%。结果如何呢？连续6年，在美国消费者满意度排行榜上，沃尔玛在所有折扣商店和百货商店中要么排最后，要么接近最后。由于单店平均员工人数从2008年的343人降到了2013年的301人，人手不足使得柜台排起了长队，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员工去补充货架。36沃尔玛的单店销售额停滞不前。

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认为，更高的薪水能够增加员工的财务安全感，吸引更优秀的人才，降低成本高昂的员工流失率，从而真正造福企业。37沃尔玛的直接竞争对手“缺德舅”（Trader Joe’s）和好市多开出的薪水更高，提供的福利更好，包括医保，但人均销售额是沃尔玛的近两倍。所以，即便员工成本更高，这两家公司人均创造的利润仍高于沃尔玛。

然而，如果营造更健康的工作环境既有利于员工又有利于企业，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企业这么做呢？简要来说，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企业并不总能知行合一，我和我的同事鲍勃·萨顿（Bob Sutton）把这种现象称为“知行鸿沟”。38其次，传统观念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很少有企业想要冒“与众不同”的风险。几年前，我对这种悖论作了一番评论：只做每个人现在都在做的事情，却想获得超额回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39最后，存在时滞现象。为了从投资中获得回报，顾名思义，那肯定要先做投资。你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就能获得回报。其实，从改变管理行为以改善员工健康和福祉，到看到回报之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时滞。但在当今世界，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任何目标如果比原计划晚了1个季度或者2个季度实现，似乎都是不可接受的。获得回报的不确定和时间表让很多领导者更青睐于采取风险更小的举措，比如并购，但很少有并购会让企业受益；或者大幅削减成本。

然而，引导企业采取管理措施改善员工健康，显然是最节省成本的做法，这不仅能够减少由有害的雇主决策造成的数千亿美元损失，还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在预防和改善员工健康问题方面，企业比政府更有优势，因为企业既有相关数据也有相关动机来做这件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尔玛已经开始为员工提供医疗服务，不仅通过它的药房，还通过它的诊所，比如，注射流感疫苗，在店里采取其他预防性措施。毋庸置疑，沃尔玛和其他企业既能改进自己的管理行为，第一时间减少职场环境对员工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让员工更健康的成本最低的做法，又能尽早发现员工健康问题，在这些问题的代价变得更高昂之前，及时干预和解决。

将员工健康放在首要位置

1993年3月3日，我最喜欢的系列漫画之一是《呆伯特》（Dilbert）。在第一集，呆伯特的上司屡次提到很多公司一贯采用的宣传语：“这句话我说了好多年，‘员工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资产’。”在第二集，上司承认他错了，说道：“钱才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资产，员工排第九。”在最后一集，员工沃利问道，什么东西排第八？上司回答说：“碳式复写纸。”40

答案令人寒心，却很真实。在组织决策中，员工及其福利属于口惠而实不至。甚至那些被誉为注重员工健康的公司，也没能始终执行与营造健康职场环境相一致的政策。让我们看看安泰保险的例子。虽然安泰保险首席执行官是一位健身达人，公司也执行了鼓励冥想和促进健康的政策，但安泰保险几乎每年都会裁员，或者让员工提前退休。41我们知道，裁员对健康有负面影响。此外，由于不断裁员，首席执行官马克·贝托里尼发现，“公司5万名员工中，可能只有不到1 600名员工为公司效力的时间超过了20年”。

企业通常面临盈利和股价上涨的压力，于是以员工为中心的政策就成了牺牲品，被视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在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基（John Mackey）的领导下，全食超市公司强调包括关心团队成员福祉在内的价值观。据公司高管在旧金山湾区发表的演讲，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公司只裁了不到100名员工。公司让员工拥有工作掌控感，依靠自我管理的团队来做决策，公司的晋升政策也让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有机会爬到公司高层。公司为员工提供了相当慷慨的福利，包括“以8折价格购买公司销售的商品，员工的医保缴费比例低，并且在重大福利问题上还享有投票权”。42然而，当公司股价停滞不前时，全食公司受到对冲基金投资者“斥责”，最终被迫卖给了亚马逊。在交易宣布后的员工大会上，麦基，这位“有意识的资本主义运动”(14)的领袖评论说，全食公司有点“太重视员工福利了”43，并谈到，每年公司将为此支付3亿美元。

然而，人们还是越来越认同，仅仅把国家层面上的GDP或人均GDP、公司层面上的利润和股价作为绩效评价指标也许太过狭隘了，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指标可以评价社会系统的运转状况。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从2012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看到《世界幸福指数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44世界经济论坛包容性发展指数及其相应报告显示，有必要评估人们参与和受益于经济增长的程度，即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共享了经济繁荣。经合组织美好生活指数（The OECD Better Life Index）于2011年发布，力图将得到全球认可的更多元的福祉衡量指标纳入进来，这些福祉维度包括住房、收入、工作、教育、环境质量、治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45在公司层面，人们会谈论社会与环境的双成功，这是一种解释框架，试图超越诸如利润和投资回报之类的经济评价指标，将环境和社会层面的表现纳入进来。46尽管很多人为拓宽绩效评价维度和指标做了大量努力和相关工作，其用意是好的，但几乎没有哪项其他指标将狭隘的经济考评指标置于舞台之外。有人曾在谈到风行一时的平衡记分卡运动时说：尽管有很多评价指标，但没有哪类指标能像利润和现金流那样主宰人们的关注度、主宰人们的决策。

但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一个人性的、文明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显然是有道德制约的，或者至少知道哪些行为是值得鼓励的。有些制约明确了雇主能对自己的员工做什么。比如，联合国章程明确规定奴隶制违法，即便实行奴隶制也许能显著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利润。联合国章程还禁止雇用童工，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都有童工法。该项立法根本原因在于，在儿童身上投资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让儿童受教育而非让他们过早参加工作，有利于打造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哪怕儿童自己想要工作，或者雇主想要雇用童工，禁止这种行为符合一个国家的共同利益。职场健康也与此类似。尽管不同的工种危险性不同，比如，开采煤矿就比当教授危险，但在文明国家，政府也会制定监管政策，以减少危险工作对员工的危害。我们重视并试图保护人们的生命，这是合情合理的。

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很大程度上，人们关于市场定价和市场交换的决策是受到限制的。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所总结的那样：

一方面，正如经济学家提醒我们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获得每件事物都要付出或明或暗的代价……另一方面，社会观察者指出，人们常常坚信某些承诺和关系是神圣的，哪怕只是产生用它们来交换世俗的金钱或便利的念头，都是令人厌恶的。47

研究显示，人们对犯忌交易的回应方式是，净化自身，并且产生道德上的愤怒。48当然，哪些东西被视为神圣的、不可交易的，取决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生命是无价的，也是神圣的，所以人类的很多福祉是不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为了获得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这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眼里都荒谬至极，因为它践踏了人类的尊严。

因此之故，每年仅仅由于职场因素就造成12万条生命的死亡，这显然与人类基本的道德认知和价值观念不符，何况我们知道职场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改善的。抛开这些管理行为造成的医疗服务成本不论，为了组织的成本和效益而牺牲人们的生命，这种做法已然犯忌，不可接受。那么推而论之，人类健康和福祉就必然应该在与组织和公共政策有关的决策和讨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珍视什么

在本书中，我以各种方式反复强调，职场环境是可以改变的：是坚持恶劣的管理行为，营造让员工身心受损，甚至因此丧命的职场环境，并且在此过程中付出高昂的医疗成本，还是追求相反的结果，企业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生命是至关重要且神圣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忽视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关于职场对健康之影响的诸多因素，也不该允许非正常死亡的情况继续发生。关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我们应该抱有极大的担忧，就像如今我们担忧濒危物种、空气和水污染一样。

同时，这也意味着，员工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人们可以决定自己在哪家企业工作，在做这类决策时，人们需要考虑雇主和职场环境对他们身心健康和预期寿命的影响。长时间工作、缺乏工作掌控感、工作与家庭发生冲突、缺乏应对压力的社会支持、裁员带来的不安全感、医保覆盖不足等职场现象绝非小事。正如几十年来的实证研究所充分证实的，这些现象真的会对员工的生命造成威胁。因此，我们在选择一份工作时，应该考虑自己所要面临的管理环境，而不仅仅考虑薪水多少以及这份工作是否有趣。毕竟，金钱带不来健康，也不能让死于有害的职场环境的人复生。

如果本书能激起相关分析和干预，从而促进人类健康，减少医疗成本，我会非常兴奋。如果它促成了更深入的讨论，如雇主如何改变其职场环境以减少相关损失，那我的研究努力就没有白费。如果它真的改变了政策争论的焦点，使政府注意到被长期忽视但又十分重要的员工健康和福祉相关问题，我和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也许，只是也许，有人会因此过上更健康的生活，活得更长久。

当然，我深知这一努力将会遇到困难。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多年前与一位宗教机构负责人的对话，她加入了提供医疗服务和促进人类健康的行动中。

1999年7月，她组织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圣十字医院的董事在佛罗里达群岛的一个度假地休假，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说服这些董事实现他们的首席执行官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的夙愿，执行一系列高水准的工作准则。有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坐在一位修女的右边，当时她负责天主教宗教机构“慈善修女会”的医疗服务运营，该机构是圣十字医院的资助者，而她是医院董事会成员。在交流中，我问她是如何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政治舞台上与有大量竞选捐款的保险公司和医药公司竞争的。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决不会忘记她的回答和我们的对话：

“我告诉参议员或众议员，没有人知道去世时会发生什么，但有可能他们会遇到自己的造物主，并且受到祂的审判，他们应该考虑自己所做的决策对人们及人们福祉的后果。”

“这番话有用吗？”我问。

“杰弗瑞，我能叫你杰弗瑞吗？”她继续说道，“当我们选出来的众议员不得不在竞选资金与不朽的灵魂之间做选择，我很遗憾地说，大多数时候金钱会胜出。”

很多时候，组织领袖不得不做出类似的决定：在员工应该有什么样的职场环境、企业应该有怎样的管理行为方面，他们会赋予员工健康、生活和福祉多大的优先权，赋予金钱多大的优先权？我愿意相信，人类生命和福祉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会胜出。但我也看到了如下新闻：极为受人尊重的投资公司3G资本在促成了亨氏公司并购卡夫公司49之后，裁掉了1万名员工，占卡夫和亨氏全部员工的1/5。然而，这种做法在投资领域赢得了掌声，而非骂声。

当我想起很久以前在佛罗里达的那个晚上与那位修女的对话，我很想知道，那些蔑视人类福祉尤其是员工生命的企业领导者，死后的灵魂会有怎样的下场。但我那位晚餐伙伴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她已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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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witt Human Capital Leadership Council，该委员会由诸多大型企业的人力资源高管组成，当时翰威特公司还没和怡安（Aon）公司合并。——编者注

(2)Mayo Clinic，创立于1863年，是美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医学集团，在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和诊所治疗方面享有全球盛誉。——译者注

(3)健康之路（Healthways）是美国一家致力于改善企业和机构雇员福利的公司。——译者注

(4)元分析是一种定量分析手段，它运用一些测量和统计分析技术，总结和评论已有的研究。——编者注

(5)“dumbsizing”是生造的戏谑之词，意为“增蠢”。——译者注

(6)在美国，年满65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医疗保险，故大多数关于没有医保及其后果的分析都集中于65岁以下的非老龄人口。

(7)阿里安娜·赫芬顿是美国著名网站《赫芬顿邮报》创始人，她于2017年联合三星公司推出名为“Thrive”的应用程序，让用户暂时断开与互联网的连接，惬意享受假期生活。Thrive本质上是一家企业健康咨询机构，企业花钱聘请Thrive培训的教练为其过度劳累和表现不佳的员工传授健康和幸福诀窍。——译者注

(8)有些企业鼓励剖宫产，因为它们不想让怀孕的员工在产前过早休产假。——译者注

(9)习得性无助，是指一个人经历了失败和挫折后，面对问题时产生的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编者注

(10)罗伯特·西奥迪尼，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全球知名说服力研究权威，其代表作《影响力》中文简体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10月出版。——编者注

(11)这是一种分等级评定制度，无论每个员工是否完成了绩效，优秀员工都只能占20%，合格员工只能占70%，剩下10%是不合格的员工，有可能被企业淘汰。——译者注

(12)这段话想表达的意思是，这名新员工并没有把工作做好，当女友提出约会请求时，他一口答应了，却忘了时间是在星期五。女友并不知道他的工作状态，以为他之所以问什么时候，是因为他太专注于工作，没听到时间，但其实是因为他当时心神不宁。——译者注

(13)美国政府规划的医疗保险计划，称为“Medi-Cal”，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税收中提拨经费，专门为符合条件的收入和资源有限的儿童及成年人支付医疗费用，是维护弱势族群健康品质的社会福利计划。——译者注

(14)企业家通过商业行为提升人类福祉的运动，强调人类福祉优先，而非利润优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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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测

你了解助推吗？

●　自助餐厅里食品的摆放方式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这是真的吗？

A．真

B．假

●　人类有两种思维方式，直觉思维系统和理性思维系统，这是真的吗？

A．真

B．假

●　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接受默认的规则，以下哪项不是其中的原因？

A．人们的惯性和拖延

B．主动选择有风险，默认规则相对比较安全

C．人们无法做出自主选择

D．损失厌恶


扫码鉴别正版图书
获取您的专属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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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获取全部测试题及答案，
测一测你了解助推吗




我们都是表现主义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对不公正发声，或者想站起身让旁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些都是高尚的动机，但任何严肃的革命家都必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沉溺于表现自我的乐趣中。必须通过给制度带来的最终影响来检验自己的行为。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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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其中一个答案是社会规范的作用，它既可能是强大的（对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也可能是脆弱的（短时间内就会坍塌）。如果规范使人们保持沉默，那么即使有人或许多人讨厌现状，或那些看似支持现状的人实际上对其漠不关心，现状也会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有人提出了挑战：也许是说出了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事实的那个孩子。在这个小小的挑战之后，其他人可能也会开始说出他们的想法。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在某些时候，是依照自己所厌恶的规范生活的。我们可能不会去探究，因为这就像家居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却可能在厌恶这些规范。可问题是，没有人能靠自己改变一项规范。诚然，我们可以挑战一项规范，但挑战是有代价的，且挑战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巩固而非打破现有的规范。我们需要的是由那些明确表示不赞同这项规范的人发起运动，当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就会成功；到那时，说出“我也是”几乎没有社会成本，并且也许是有益的，甚至是义务性的。

同样的动态过程也存在于一系列社会运动中，其中包括那些众所周知的政治性或社会性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年龄歧视和奴隶制废除等。当然，这些运动在诸多重要方面的意义是不同的，其中一些无疑是好的，而另一些难以评估，还有一些则令人深感不安。但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被压抑的信仰、价值观和愤怒都会重获生机。一旦人们行动起来，改变将不可避免。

预测这些社会运动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会掩饰自己的偏好，同一社会中的个体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想法。存在偏好掩饰的情况正是释放社会改变信号的恰当时机，但又因为偏好是经过掩饰的，所以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个事实。

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互动的首要性。要使改变发生，需要通过互动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产生一种日益强烈的认识，即现有的规范是脆弱的。这种认识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出现。机缘巧合可能至关重要：谁在恰当的时候与谁进行了交谈？报纸在恰当的时候报道了什么？谁又在恰当的时机转发了什么？

科幻作家往往喜欢探索“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南方赢得了美国南北战争，约翰·肯尼迪没有遇刺，唐纳德·特朗普决定使自己的房地产事业再上新台阶而不是竞选总统。在他们看来，最有趣的是强调反事实历史引发了巨大改变这一过程中的小转变（或助推）。他们让人们相信，只要稍加推动或拉动，整个社会最终可能会变得截然不同。

但历史不能重演，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真理时刻，但我们确实在短时间内看到了巨大的转变。如果对导致这些转变的机制有所了解，我们可能会重新意识到，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并非完全是命中注定的，以及如何在适当的时候施加一点助力，未来几十年可能就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本书共有16章。虽然并未构成一个整体的叙述，但它们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这种联系在于将行为科学的发现与法律和政策中的长期问题结合起来，并努力向人们阐释：看似微小的扰动往往可以引发巨大的变化。本书的前3章探讨了社会规范的力量、社会级联效应（social cascades）的重要性、群体极化现象以及法律的表达功能。我要强调的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不管这是好还是坏；而在其他情况下，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人们最终持有了他们以前不会持有的观点。这一部分的主题是从不可言说甚至不可想象的观点向传统观念转变（反之亦然）。

第4章到第11章探讨了“助推”作为改变工具的优势和局限性。这里的问题是，公共或私营机构如何通过看似微小的步骤改变甚至“放纵”人们的行为。

助推是一种保留选择的干预措施，由行为科学提供信息，可以极大地影响人们的选择。助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创世记》中，上帝轻轻地说:“你可以随意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唯独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那天就是你的忌日。”蛇也是一个助推者:“上帝知道，当你吃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睁开，你将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上帝和蛇以威胁、承诺，以及一种独特的架构，维护了选择的自由。

近年来，政府官员在助推项目方面开始变得训练有素起来，他们往往会借鉴最新的行为科学研究成果。有时他们会跨过助推，征集关于人为错误的调查结果，包括“现状偏差”（present bias）和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以证明授权和禁令（或征税）是合理的。在这里，我会尝试探讨当前最紧迫的话题，这些话题在法律、经济和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引发了深刻的问题。例如：评估助推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该往哪边助推？什么时候助推会失败？当助推失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助推是否合乎道德？人们控制自己命运的欲望又如何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强调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要点。第一个要点涉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人们常说:不要告诉我什么事不能做！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唤，表明人们重视自己控制生命进程的能力，应该被理解、欣赏和珍惜。

第二个要点涉及合法使用强制手段。在某些情况下，授权或禁令是合理的，至少在我们关心人类福祉的情况下是这样。如美国的反式脂肪禁用令、社会保障项目、能效要求及香烟税。在过去的10年里，助推一直是行为科学应用领域讨论的主题。鉴于自由和能动性的重要性，这没什么好抱怨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人类福祉就会发现，我们正处于更认真地思考更激进的工具和定义这些工具在何种情况下更有意义的早期阶段。

第12章到第16章探讨了公共政策、行为科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的交叉问题。我认为，透明度通常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促进了问责制，也允许人们获得可以用来改善自己生活的信息。透明度可以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并且往往会推动社会改变。

我认为，在许多国家流行的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因为它禁止了预警原则所要求的关键步骤，而我们可以通过参考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更好地理解它的流行及其表面上的混乱。或许最具争议的是，我建议最好将对人权的一些思考理解为“道德启发式”（moral heuristics）的产物，即简单的经验法则。这通常是明智的，也是获得人类福祉这一最重要事物的一种天然方式。最后，我讨论了美国“党派主义”的兴起。在某些方面，党派主义是社会改变的一大障碍，尤其是在国家立法层面。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探索出一条有希望的前进之路仍然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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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社会规范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时，有一次在办公室附近的走廊上撞见一个法律系的女学生和一个年长的男教授正在交谈。我惊讶地发现教授竟然在摩挲女学生的头发，我确信有一瞬间我看到她的脸因反感而扭曲，不过扭曲的神情只是一闪而过。教授离开后，我对她说：“教授的做法非常不合宜，他不应该那样做。”她却不屑地说：“没关系，他是个老人，这样做真的没问题。”

但30分钟后，我听到一阵敲门声。那个女学生泪眼婆娑地站在门口，哭诉道：“教授总是做出那样的举动，实在是太可怕了。我男朋友认为我应该义正词严地反对，但我不想这样做，真的，我不想大惊小怪。你可千万不要和教授谈论这件事，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社会规范犹如枷锁，束缚了这名法律系学生的言行。尽管她讨厌教授的所作所为，感到自己被骚扰了，并且听到我的微词后，她也愿意告诉我她的真实想法，但现有的规范依然使她畏首畏尾、不敢反抗。

有趣的是，我发现社会上存在着两种针对社会规范的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当社会规范开始坍塌时，人们就会得到解放，即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信仰和偏好，谈论过去难以启齿的经历，随心所欲地交往和生活。当然，旁观者在这个解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的社会规范及相关法律可能会将人们的信仰、偏好和价值观展露于世人面前。这一发现是振奋人心的。它还可用于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残疾人权利运动和反堕胎运动。

第二种主张认为，社会规范的修订有助于构建新的偏好和价值观。新的规范及相关法律有助于催生不同于以往的信仰、偏好和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是被解放了，而是被改变了。禁烟运动和安全带的推行就是最好的例证。

就第一种人们得到解放的情境而言，当某些规范生效时，人们会掩饰自己的偏好或保持沉默。因此，陌生人甚至朋友和家人可能都无法了解他们的真实偏好。1某些拥有特定政治或宗教信仰的人索性三缄其口。一旦社会规范得到修订，人们便会重拾先前被压抑的偏好和价值观。曾经遮遮掩掩的想法，如今可以大方地谈论；曾经不敢妄想之事，转眼成为现实。

上述观点可以解释前例中女学生被性骚扰一事：女性不喜欢甚至十分厌恶被骚扰，因此修改旧有社会规范对于鼓励她们勇敢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信仰来说至关重要。2显然，法律在维护既有社会规范或加快其修订进程方面经常发挥着重要作用。3禁止性骚扰的司法规范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有助于纠正陋习。4正如选举新的领导人或颁布新的法案往往传递出一个关键的甚至是变革性的信号一样，它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他人想法的信息。5又由于人们会受到自认为的他人想法的影响，因此一旦人们接收到这个信号，社会规范的变迁便应运而生。6

但是一些规范的修订及相关法律并不能使人们得到解放。随着规范被修订，人们开始持有或假装持有他们从未有过的偏好和价值观。规范的修订及相关的法律改革并不能释放被压抑的欲望，它们只是催生了新的欲望，或者至少是与新的欲望一致的言行。

政治正确的影响

现在来看看“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一概念。在美国，政治正确指的是“左倾”的社会规范，它严禁人们表达与左派正统观点相悖的观点，从而使一部分人噤若寒蝉。政治正确意味着人们不能吐露自己的心声，他们犹如被锁入某种“密室”。“密室”这一术语应被视为试图与现有规范作斗争的一种努力。此术语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将那些遵循现行观点的人视作懦弱的墨守成规者，而不是不畏艰难困苦实现道德准则变革的勇士。7“政治正确”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在美国的许多大学校园里，那些持右倾观点的人不再言论自由，他们学会了保持缄默以明哲保身。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被束缚住了。若置身于其他的社会规范中，他们则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有时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会感到惊讶，甚至震惊：“他真的这么认为吗？我不知道。”

在美国的教育领域，政治正确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左派学生并不清楚社区内意见的真实分布情况，因为他们可能误以为每个人都与自己无异，都保持左派立场。政治正确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越来越难以从差异化的见解中相互借鉴和学习。但是当人们勇于表达真实想法时，情况或许会发生明显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当时一群优秀的学生创建了联邦党人学会（Federalist Society），这是一个致力于探索和捍卫以保守立场看待美国法律制度的组织。联邦党人学会对美国的政治和法律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创建了一个论坛或者说一方净土，人们可以在那里畅所欲言。

但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治正确的触角都超越了对观点的压制。它还试图重建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使某些观点变得不可思议，无论这种做法对社会而言是利还是弊。如果某些观点超出了政治正确的范围，人们便不再说下去。最终，这些观点可能再无人问津。这是耸人听闻吗？有时是，但也未必。

源于沙特阿拉伯的一项惊人的研究揭示了政治正确力量的强大。沙特阿拉伯仍然延续着“监护权”的习俗，丈夫对妻子是否能外出务工享有最终决定权。绝大多数年轻的已婚男性私下支持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他们对大众观点的预估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他们误以为其他男性都不希望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当研究人员随机选择部分年轻男性并纠正了其看法后，他们变得更愿意让妻子参加工作。对部分年轻丈夫的信念的干预对妻子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4个月后，该研究中受到干预的男性的妻子更有可能会去申请和面试一份工作。8

对这项研究的最好解读是社会规范的存在使沙特阿拉伯男性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束缚，他们的妻子也因此受到了禁锢。大多数年轻人私下支持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即使是对自己的妻子，也只有在获悉其他年轻人的想法与自己不谋而合后，他们才会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客观地说，在研究人员揭示了年轻男性的真实想法后，男性和女性最终都变得更加自由了。

社会规范的修订

明确规范的修订究竟是可以让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是构建出了新的偏好和价值观，这重要吗？对于理解社会现象而言，这当然重要。如果偏好和价值观被隐藏起来，那么急剧的社会变迁便可能出乎意料地发生。9当人们对自己的偏好或价值观闭口不谈或选择掩饰时，其他人便很难知道其真实偏好。一旦人们隐藏自己的偏好，局外人往往无法轻易识别。如果人们对现状敢怒而不敢言，且一旦现行的社会规范遭到冲击和挑战便立即转变态度，那么他们的行为突然发生非常大的转变也是可能的，尽管无人能预测社会改变何时会来临。10

形成反性别歧视和反性骚扰的社会氛围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很难说性别歧视和性骚扰都已消失）。允许或鼓励歧视变性人的社会规范的局部坍塌也是一个例证：对于许多变性人来说，其效果是不再沉默或掩饰偏好。

当社会规范的修订促进新的偏好和信仰形成时，社会习俗也可能会迅速变迁，但这与上述机制有所不同。推动这种改变的人不会试图颠覆人们既有的偏好、信仰和价值观。随着社会规范的转变，人们不是放弃了原有需求，而是受新兴规范的影响萌发了全新的思想和感情，或者至少假装如此。11

除了以上两种情形，应该还存在着一种折中的情况。人们并未持有为社会规范所不容的先验偏好，但他们的脑海中始终回荡着一个不甘但不被重视的声音，人们只是觉得何必费心聆听心底的呐喊呢？但是随着社会规范的转变，人们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也许它在试图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可以唤醒我的真实感受和信仰的事情。”在此情形中，个人的情感一定会出现转折，经此转折，心底的答案变得更清晰且笃定，人们的言行也随之改变。

虽然我引用的例子大多与歧视有关，但这套逻辑的适用范围很广，例如：吸烟、系安全带、饮酒、使用绿色能源、购买有机食品、善解人意12、素食主义者、使用新语言13等。在这些情况下，先前的规范约束了人们的先验偏好，新规范则将人们解放了出来，或促进了新偏好的形成（至少使人们表现出新的偏好）。在上述情况下，规范的修订会以惊人的速度引起包括社会及相关法律改革在内的大规模变化。

偏好掩饰与规范倡导者

让我们从政治理论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提供的一个合乎直觉的观点谈起，他强调：“社会规范同样作用于其他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由人们的赞同或反对意见构成的。一个人因违反社会规范而遭受的尴尬、焦虑、内疚和羞耻感也在支撑着社会规范体系。”14埃尔斯特提出的这4种情绪值得注意，但尴尬、焦虑、内疚和羞耻感的含义各不相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那名学生同时产生了这4种情绪。在性骚扰案例中，这种情形并不鲜见。

由于违反社会规范会使人产生尴尬、内疚等负面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征税一样，它们或多或少会让违规者付出代价。15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有些人天生便是或后天会变为叛逆者，对他们而言，蔑视和打破社会规范可能会带来益处而不是代价。后面我会阐述这类叛逆者的重要性。

举一个简单且普遍的例子，被歧视者拥有先验偏好，而社会规范阻止他们表现出这种倾向。正如那位法律系学生最初明确表示她不反对教授的行为那样，人们可能会掩饰偏好。因此，被歧视者就像戏剧演员背诵台词一样，按照人们的期望生活。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遭到性别或种族歧视的人身上。被歧视者诉求的合法化使他们得以挣脱思想的牢笼，回忆一下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没有异议的沙特阿拉伯年轻男性的做法便知事实确实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声势浩大的社会改变是很有可能的。假设一个族群中有许多人反对歧视，但迫于现有的规范而不敢声张，同时我们还假设反对现行规范的人响应反对呼声的心理阈值不同。若只有一个人挑战或公然对抗规范，则仅有少数人会呼应他；如果有一小部分人挑战或公然对抗规范，则更多的人会效仿；如果不只少数人挑战或公然对抗规范，那么便会激励更多人勇敢抗争；以此类推。在适当的条件和阈值分布情况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最终摧毁原有的社会规范。16

在这方面，私营或公共机构的规范倡导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反对并试图改变现行规范。17规范倡导者会将公众的注意力引至他们认为的现行规范中愚蠢、造作或具有入侵性和丑陋性的部分。他们可能认为，许多或大多数人私下也反对现有规范，从而减少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即对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的无知。18他们向大家讲述着自身的经历。那些仅仅为了违反规范，以及拒绝按照规范行事的规范破坏者，不一定会成为规范倡导者。这取决于他们是希望引发某种社会改变，还是为了独善其身，只做他们想做的事。

如果社会机制向规范倡导者期望的方向转变，他们的努力便可能是卓有成效的。规范倡导者不仅表达了自身冲破规范的愿望，也传递出普遍潜藏于人们心中的反对声音。“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是用以描述这种反抗精神的一个有效且精确的概念。重要的是，规范倡导者也可能会改变遵守规范的社会意义：一旦他们取得成功，遵守规范的行为可能就变成了令人叹惜的毫无主见的表现，而那些公然对抗规范的人则成了英勇无畏、正直坚毅的象征。

从开始对抗到社会规范的坍塌

值得强调的是，社会初始状态和关键节点上的社会惯性、阻力或参与程度的不同，决定了社会改变是否会发生。假设一个社会长期以来都是重男轻女的，而其中许多人对这个规范深恶痛绝，也有些人仅仅是讨厌或不在意它，还有部分人倾向于支持重男轻女，另一部分人则是其坚定的拥趸。在该社会中，如果规范倡导者公开对抗这种规范，并且呼声传达到了呼应阈值相对较低的人群，反对浪潮就会如滚雪球般增加。同时如果反对意见越来越多，且最终传播至呼应阈值相对较高的人群，那么旧有的社会规范便可能会迅速坍塌。但是，如果早期的公开对抗之声几不可闻，或者如果它只被传达给了那些呼应阈值相对较高的人，结局将惨淡收场，原有社会规范甚至不会发生丝毫改变。

上述情形是两种极端情况。我们很容易便能想象出一种中间的情景，其中的社会规范正在缓慢而平稳地趋于灭亡，或者正遭受冲击但苟延残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初始条件相似的社会可以趋于多个不同的均衡状态。我们可将其理解为由截然不同的社会规范形成的稳态。某些社会的人员流动很频繁，其他社会则不是。某些社会的人可能喜爱饮酒，其他社会则不然。

基于以上事实，人们很容易认为，正是由于规范有别，社会之间才截然不同，而且人们还坚持认为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但这种想法可能是一种错觉，人们没有意识到一些小的社会影响、冲击或随机事件才是导致某种社会规范延续或解体的原因。历史会捉弄人，但因为它无法重演，因此我们无法参透其中的招数。

社会级联效应

关于社会影响力的几项有趣的研究涉及了信息和声誉“级联”（cascades），这种研究显然与社会规范的修订及最终的法律改革相关。19

信息级联（informational cascades）往往是由缺乏大量非公开信息的个体（甚至有时他们拥有这些信息）密切关注他人的言辞或行为所蕴含的信息开始的。如果A不确定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那么当B认为需要警惕转基因食品时，A也会倾向于保持戒备。如果A和B认为警惕是合理的，那么当缺乏与之抗衡的非公开信息时，C最终可能也会对转基因食品抱有警惕心态。如果A、B和C都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D将需要对转基因食品有足够的信心才能拒绝接受他们的共同结论。当大部分人仅仅因为其他人似乎相信某些事情就最终也选择相信时，级联效应便产生了。很明显，社会级联效应发生与否取决于一些看似微小的因素，如信仰的初始分布、人们公开自己想法的顺序，以及人们为了尊重他人的观点而放弃个人信念的阈值。

虽然对于社会级联效应的讨论主要与事实判断相关，但在社会规范的形成过程中也伴随着社会级联效应，我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基于信息或其他因素的规范级联，这对法律改革有很好的促进作用。20某些社会级联效应可能是信息的产物，而某些可能与价值观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缺乏独立而坚定的信念的人最终可能会跟随他人做判断。社会公众对吸烟、饮酒、气候变化、循环利用和性骚扰的态度转变就与这些效应密切相关。初始条件、迫于声誉压力而放弃个人信念的阈值，以及人们接触到的他人意见的微小差别，都会导致结果呈现巨大差异。

可用性启发式

可用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21，通常在规范级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2。首先必须明确一点：人们是以相关事件是否会在脑海中呈现来判断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例如，一个极端歧视案件若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那么人们可能会意识到或开始相信这种歧视是普遍存在的。在可用性启发式的变体中，单个事故可能演变为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件，最终影响人们对某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甚至影响人们对道德和规范的判断。在性骚扰方面，广为传播的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控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案，给20世纪80年代公众对性骚扰的看法带来了重大影响。始于2017年的“我也是”（Me Too）运动也是如此，包括女演员阿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阿什莉·贾德（Ashley Judd）和乌玛·瑟曼（Uma Thurman）在内的知名女性，引起了社会对众多女性面临的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关注，并最终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轰动。

包括希尔和“我也是”运动成员在内的这些人扮演着可用性倡导者（availability entrepreneurs）的角色。她们渲染的这些特定事件，产生了一个包含事实或规范的可用性级联效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着重于阐述纯粹的信息压力和信息级联。由于人们不知道该持何种观点，所以他们关心别人的见解，根据别人的意见来判断什么样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但在规范方面，还存在着声誉压力和声誉级联效应。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人们选择吐露心声或保持沉默，有时甚至需要付出不能说出真实想法的代价。例如，假设A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B对此持怀疑态度，但B为了维护A的观点可能会选择保持沉默或者甚至选择同意A。C看到A赞同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而B似乎同意A，因此即使C私下持反对或将信将疑的态度，也依然会表示同意。

我们很容易理解声誉压力和声誉级联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如政治家即使私下持怀疑态度，但依然公开表达他们对持枪权利、死刑、阻止移民潮和消除歧视变性人的支持。由此可见，当许多人只是跟随其他人的立场行事时，结果便是引发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级联效应。

思维方式的革命

当然，尽管被歧视者往往对歧视行为持反对态度或保持沉默，我们也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被歧视者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且被社会规范默许时，被歧视者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歧视是与生俱来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受到了限制，人们可以适应某些由不公正的社会施加给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性骚扰的受害者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可能是因为坚信此事无关紧要是最让人舒服或最容易的。

我们可以参考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对美国革命前殖民地时期的描述。当时“平民”被迫承认和感受他们比绅士低一等的身份，“所以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变成了所谓的‘下等公民’”，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阶层的位置，当绅士们骑马时，他们就心甘情愿地选择步行；到目前为止，他们很少表现出任何强烈的改变自身状况的意愿”。23在伍德的叙述中，我们“只有了解当时众多平民依然接受自己低人一等这一状况的程度有多深，才能理解这个前现代世界等级的森严”。24

伍德竭力主张：随着美国共和制的确立，社会规范会发生巨大改变，人们不会再接受自己的卑微。他的主张产生了一定的级联效应，但这种级联效应并不是通过唤醒人们先前存在的偏好形成的，因为过去平等的思想从未浸染过人们的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惊叹道：“对君主的盲目崇拜和对傲慢贵族的卑躬屈膝，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这么多人的大脑中彻底被根除。”25美国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在美国革命战争期间被英国人俘虏）惊呼美国人已从“臣民转变为公民”，这个转变是“巨大而深刻”的，因为公民“拥有自主权，臣民仰望主人，但公民之间是如此平等，没有人拥有比其他人更优越的世袭权利”。26政治家、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这样说：“我们的模式和思维方式经历了一场比一个国家的政治革命更非凡的革命。我们换了眼睛，换了耳朵，也换了思想，我们摒弃了过往。”27

亚当斯、拉姆齐和潘恩谈论的是全新的偏好、信仰和价值观，而不是被压抑的那些。但人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新偏好产生的机制。虽然我正在研究的领域很大部分都与偏好掩饰有关，但与此同时我也会探讨适应性偏好被全新的或经过修正的社会规范转变的机制。

部分自适应偏好

事实上还存在一些中间的情形，也就是所谓的部分自适应偏好（partially adaptive preferences）。这些情形十分有趣，因为它们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是急速的社会改变得以壮大的沃土。

被歧视者和其他遭受不公正或被剥夺权利的人，或许并不完全接受歧视、不公正或被剥夺，但因为他们自觉难以改变现状，于是只能平静且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不撞南墙不回头并不有趣。在部分自适应偏好的情况下，被歧视者不会像戏剧演员一般掩饰自己的真实偏好，他们能感觉到异样，脑海中萦绕着微弱的反抗声。而关键在于他们选择摒弃心底的声音，还是试图侧耳倾听。

一旦社会规范发生改变，一些过去被压制的或者始终盘旋于心底的不成熟的信仰或价值观就可能会被激活。我们固然可以认定人们在此过程中获得了解放，但这并不像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那名学生那样简单明了，毕竟她完全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而部分自适应偏好者只是对内心的呐喊感到亲切且熟悉，因此规范倡导者的任务便是把他们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歧视者的偏好

到目前为止，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歧视”上。但是沙特阿拉伯年轻男性的案例表明，歧视者也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我们可以把那些基于性别和种族（或其他特征）因素而歧视他人的人划分为4种类型：

1．想要歧视他人，并且规范允许他们这样做。

2．想要歧视他人，但规范不鼓励或禁止这种行为。

3．不想歧视他人，同时规范也肯定他们的做法。

4．不想歧视他人，但规范鼓励或要求他们这样做。

在类型1和类型3中，偏好和规范之间没有冲突。类型2则是我们熟悉的情形，这里规范充当着规训和约束者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此情境中，至少在相关规范有效的情况下，人们不会表现出歧视他人的言行。歧视者会掩饰自己的偏好，或者至少不会将其泄露，他们会假装自己并不想歧视别人。与此同时，他们可能希望至少可以改变所在社区的规范，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能否成功。为达目的，他们很可能必须集体行动。如果他们的这种有组织的活动被广泛传播，那么其目标便更有可能实现。显然，一些歧视者会公然对抗规范。

类型4可能是最有趣的情况。许多歧视者也会掩饰自己的偏好。正如沙特阿拉伯男性一样，即使自己并不是性别歧视者，他们也会表现出性别歧视者的样子。这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面对此类矛盾，他们除了公然对抗规范外是否已无计可施？

其实不然，规范倡导者也可以采取行动来修改规范。他们可以要求或呼吁立法。思考一下这个发人深省的事实：一些受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s）监管的餐馆和酒店实际上也在大力游说颁布该法。28也许你会好奇，为什么这些公司会坚持呼吁立法来禁止种族歧视？如果他们不想歧视他人，大可以直截了当地停止歧视。他们为何还需要法律？

规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企业的固有偏好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为所有愿意买单的人提供服务。因此，他们不想歧视任何人，对于他们而言歧视黑人的代价是难以承受的。但根据现行规范，如果不表现出歧视，将会招致来自本社区的敌视，他们也将为此承担高昂的代价。正如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所说：“对于一个白人来说，为黑人服务或雇用黑人会被其他白人视作利欲熏心或对黑人怀有特殊感情。”29因此，人们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重新定义人人平等的含义。1964年《民权法案》一经颁布，人人平等就成了必须遵守的准则，此后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便获得了解放。

我们可以在其他领域看到类似现象，修订后的规范或新颁布的法律起到了反歧视的作用。毋庸置疑的是，许多有过性别歧视行为的男性其实内心并不愿这样做，但他们遵从了自己不认可甚至是深恶痛绝的规范。随着规范倡导者的积极反抗，规范开始发生改变，再加上法律也开始禁止歧视行为，他们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心行事。诚然，这还远不是反歧视运动带来的所有好处，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不仅是反歧视，我们也借助法律工具实现了其他方面的解放。许多人对于交通法规中系好安全带的要求非常赞同，因为这使他们既能遵从内心所愿系好安全带，也不需要去指责他人危险驾驶。许多人支持酒驾法，部分是因为这部法律保障了他们酒后拒绝驾车的权利。新规范、修订后的规范及相关法律，可以被人们用作事先承诺策略以帮助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一点是原有规范做不到的。

公开与匿名

一些规范减少了歧视，但另一些则增加了歧视。假设人们对某社会群体的成员有成见和敌意，而规范限制他们这种带有敌意的言行。这是“政治正确”有利的一面，因为它防止了人们冲动之下的口无遮拦。但是约束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社会规范有时比较严格，有时却可以被放宽或取消。我们很难严格地检验这个论断，不如思考下面这个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实验。

芝加哥大学的莱昂纳多·布尔茨坦（Leonardo Bursztyn）、美国西北大学的乔治·埃戈罗夫（Georgy Egorov）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斯特凡诺·菲奥林（Stefano Fiorin）曾尝试对特朗普的上任是否影响了美国人公开支持排外组织的意愿进行测试。302016年，在美国大选前2周，他们从明智预测网站（Predict Wise）预估的特朗普将获胜的8个州（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爱达荷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何马州、密西西比州、西弗吉尼亚州和怀俄明州）中招募了458人。一半的参与者被告知特朗普会赢，另一半则没有收到关于预计特朗普将获胜的信息。

随后，所有参与者都被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授权研究人员向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捐赠1美元。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反移民组织，该组织的创始人曾写道：“我认为要使欧美社会和文化延续下去，需要欧美人占多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31如果参与者同意捐赠，他们将被告知会额外得到1美元。研究人员向其中一半的参与者承诺他们授权捐赠的决定是匿名的，而另一半则没有得到这样的保证。相反，他们被告知研究人员可能会与他们联系，以向他们表明其授权捐赠的意愿可能会被公开。

对于那些没有收到关于预计特朗普将获胜的信息的人来说，在匿名的情况下授权研究人员向反移民组织捐赠更具吸引力：当授权以保密方式进行时，54%的人同意捐赠；而当公开授权时，只有34%的人同意授权。但对于那些得知特朗普很可能会获胜的人来说，匿名与否变得无关紧要！当被告知特朗普可能获胜时，大约一半的参与者表示无论是否得到匿名承诺都愿意授权捐赠。因此我们得出的关键结论是，关于特朗普或将取得胜利的信息改变了社会规范，使许多人更愿意公开授权捐赠，并消除了匿名捐赠相对更受欢迎的现象。

此外，研究人员还进行了附加测试，在特朗普2016年选举胜利后的第1周，布尔茨坦等人在相同的州重复了这个测试。他们发现特朗普的胜利也消除了匿名对捐赠意愿的影响：大约一半的参与者表示无论授权是否公开都会同意捐赠。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如果特朗普没有到达权力中心，许多美国人会拒绝授权向反移民组织捐款，除非他们得到匿名的承诺。但在特朗普担任总统后，人们感觉获得了解放。显然这是因为特朗普的当选削弱了舆论对反移民运动的阻力，匿名变得无足轻重。现在人们仿佛更容易接受这种观点：欧美社会和文化的延续需要欧美人在社会中占多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这一重要发现也可以被用来解释那个法学院学生和教授的案例。对于某些人来说，对反移民群体的不满是一件私事，他们不想在公共场合表达这种敌意。但如果规范正在被削弱或改变，他们将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沙特阿拉伯男性的情况基本亦是如此。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削弱社会规范的约束力衍生出来的负面影响，如警察执法事件增加，以及社会歧视、暴力冲突愈演愈烈等。出现以上情形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过去对这些现象具有抑制作用的规范已被削弱或改变。32在某些情况下，类似征税那样的惩罚效果被消除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部分则被转化为类似财政补贴的奖赏效果。这种奖赏足以激起破坏性行为，但对于那些渴望得到解放的公民来说，仅仅去除规范中原有的那些征税般的惩罚就已足够了。

规范内化行为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一直将重点放在这类情形上：人们怀有先验偏好或价值观，既有规范阻碍了他们的自由表达，而修订后的规范则解放了他们，使其能够随性而为。性欲望可能是最贴切的例子，在规范被修订后人们可能会吃惊地发现自己并不排斥性欲望，尽管此时我们还难以分辨人们究竟是发现了自己固有的性欲望还是建立了这种新的偏好，毕竟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相互作用。对于性欲望，规范的削弱能够且确实使人们得到了解放，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地承认和表达这种潜在的偏好。有时人们甚至不承认自己有这些偏好，这时就需要一个评论、一个形象或一个伴侣来释放它们。

但我也注意到，一些规范被人们内化了，因此人们根本不会感到被束缚。一旦规范被修订，人们会迫于新规范的压力或形成了与新规范一致的偏好和价值观，开始改变自身的言行。

这是规范内化的负面性。但让我们回到性骚扰的案例上，许多男性一想到性骚扰就会感到震惊。对于他们来说，反性骚扰的规范和法律规则不是问题，超过反对盗窃和攻击范畴的规范和法律规则才是问题。一部分年长男性在其一生中可能会经历思想上的转变，一些年轻男子则可能无法想象对别人进行性骚扰怎么会是一个“有趣的经历”。

对于这样的男性，我们不能用偏好掩饰来解释。对于其中一部分人而言，适应偏好可能更有助于解释他们的言行，也更清晰易懂。但与其如此，倒不如认为这些人已将规范内化，恪守规范已成为一种本能，因此公然反抗规范不仅代价高昂且是难以想象的。

生活中还有许多将规范内化的行为。比如大多数人不会认为反对打架斗殴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困扰。对于许多人来说，扣上和松开安全带也不是代价，而只是每日惯例，对于那些扣上或松开安全带的人来说，这种行为对自身是有益的。当社会上盛行的是一种体贴入微的社会规范时，那些同样善解人意的人通常不会觉得自己被束缚了，因为体贴他人、推己及人正是他们需要的。若事事如此，便能形成和谐社会。规范倡导者无法识别普遍但隐蔽的对规范的不满。无论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很难判断是真的出现了规范内化，还是只是一种假象。因此，有时发生出人意料的社会改变也是无法避免的。


第2章
群体极化现象

我们可以设想以下3种情形：

1．一群关心移民问题的美国公民认为非法移民在社会中会犯下累累罪行。他们还担心合法移民已“深深扎根本土”，占用了“我们的就业机会”。这群公民决定每两周举行一次会议，来讨论他们共同的忧虑。一年后，我们是否可以判断出他们对于移民问题的真实想法？

2．发生在美国某高中的一起枪击事件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报道后，社区里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实施新的枪支管制措施的可能性，其中大多数人暂时支持加强枪支管制。经过讨论后，人们的观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3．平权运动在得克萨斯州受挫。得克萨斯大学某一分支机构的大多数教授倾向于支持平权运动，他们组织会议进行意见交流，并在必要时计划下一步行动。这些教授在交流后，可能会持有哪种观点、采取哪种行动？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一个惊人的符合统计学规律的现象——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并将这一现象与群体商讨在多元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之间存在的潜在问题联系起来。简而言之，群体极化意味着群体成员的观点会可预见性地朝着成员们的先前倾向所指示的更极端的方向前进。正如极端主义者那样，群体成员在他们先前倾向的方向上变得更加一致。1因此，第一种情形下的人们将可能对移民产生强烈的敌意；第二种情形下的人们最终可能热烈欢迎枪支管制；第三种情形下的人们可能更坚定地支持平权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由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个人组成的群体更容易走向极端，也可能在极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同样的结果也会在具有某种显著共同身份的群体中出现。当志同道合的人参加“迭代极化博弈”（iterated polarization games），也就是定期见面且没有持续地接收到矛盾性观点时，发生极端行动的可能性会增加。

群体极化有3个主要机制。第一个机制是信息领导机制，尤其是群体可能只存在有限的“观点池”，这些观点对成员有引领作用；第二个机制则是社会对言行的约束机制，尤其是人们都希望在保留自我意识的同时还可以维护好自己的社会声誉；第三个机制强调了信心、佐证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观点被他人证实时，就会充满自信，从而变得更加极端，激进行动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加速传播。

这3个机制为理解社会改变和民主制度提供了许多见解。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党、立法机构和多成员法庭内部意见达成一致的可能进程。

本章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评估“舆论飞地”（enclave deliberation）的社会影响。舆论飞地，即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围簇在一起自由交流见解。我认为，舆论飞地是社会稳定的隐患，是社会分裂的根源之一，同时也是防止社会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保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群体极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同质化会严重破坏良性的社会思考氛围，而这一传统观点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明确体现。因此，深入了解群体极化现象有助于在社会实践中降低舆论飞地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

群体极化的产生

群体极化是每个小群体最有力、最强势的特征之一，在群体的许多不同的任务中都有体现。群体极化的结果是与其中的典型或普通个体相比，群体通常会做出更极端的决策（这里的极端仅仅相对于群体内部的初始观点分布而言，不涉及与其他外部群体的比较）。群体极化与级联效应的关系十分明确，前者和后者一样，都与信息和声誉影响密切相关。一个关键的区别是，群体极化还涉及群体商讨的效果。

虽然这是一个标准的心理学概念，但是“群体极化”这个词可能会引起误解。群体极化并不意味着群体成员的观点两极分化。相反，这个术语指的是在讨论一个案例或问题时，群体内成员的观念转变是可预见的。并且群体极化发生时，群体和群体成员的观点并不是朝着他们初始偏好的中间立场移动，而是朝着这些倾向所指示的更极端的方向移动并趋于一致。群体商讨的效果是减少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并在初始偏好的一个相对更极端的点上趋同。

我们可以思考以下几个现象：2

1．参与群体商讨后，一组激进程度中等的女权主义者将转变为更坚定的女权主义者。3这一发现显然与“我也是”运动的发酵有关。

2．参与群体商讨后，法国公民对美国及其在经济援助方面的意图越来越多地持批评态度（这一发现显然与各国对美国的怀疑有关）。4

3．参与群体商讨后，有种族偏见倾向的白人，在面对白人种族主义是否需要对美国城市的非洲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糟糕状况负责这个问题时，给出了更多的否定回答（这一发现显然与种族敌对情绪的上升有关）。5

4．参与群体商讨后，无种族偏见倾向的白人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更多的肯定回答（这一发现显然与种族分裂形势的趋缓有关）。6

根据统计规律，那些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持适度批评态度的人会在群体商讨后强烈反对这场战争；那些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很严峻的人在群体商讨后可能会更坚信这一观点。

群体极化现象与社交媒体和通信市场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在这些领域，具有独特观点和身份的群体经常进行内部商讨。群体极化现象也与许多和法律、政治有关的审议机构的运作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这些机构包括立法机构、委员会、多成员法庭和陪审团。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一点进行阐述。现在，我们只需注意一些明显的可能性。如果公众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而同时不同群体依然各说各话，那么结果可能会是公众意见的进一步分裂。因为群体成员会在初始倾向的基础上互相推动，朝着更极端的方向移动。而由志同道合的人构成的群体大多数时候只与内部成员讨论，所以不同群体之间可能会越来越疏远。

同理，内部商讨的存在可能会促使政党或主要政党的成员走向极端，这种理论可以部分解释按党派路线投票的成因。极端主义组织往往会变得更加极端。一组由三个具有相似偏好的法官构成的小组，很可能会产生一个比任何一个成员在自己审判时所形成的裁决更为极端的裁决。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最突出的群体极化通常发生在群体中的成员已经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情况下。

风险转移与谨慎转移

在需要受试者做出一系列涉及风险决策的实验中，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群体极化现象。1961年之前的传统观点认为，与提出某项计划的个人相比，决策小组、委员会或董事会可能会赞成中间立场，从而避免风险。但最初由管理学家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进行的相关实验却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即风险转移（risky shift）。7群体商讨倾向于使群体成员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寻求达成一致决议的小组，它的风险偏好程度通常高于甚至远高于单个成员的初始平均风险偏好。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实验结果的两个层面进行区分，这两个层面都与法律和政策有关。第一个层面是指当需要达成一个群体决策时，讨论组会朝着极端目标移动——这有时被描述为群体的立场转移（choice shift）。这意味着，当需要达成群体决策时，该群体将倾向于采纳一个相较于群体成员初始观点分布更极端的观点。换言之，该群体将比中间或平均成员观点更极端。毫无疑问，群体决策准则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可能产生不同于全员一致通过准则的结果。如果那些持极端观点的人最固执，也最自信，那么全员一致通过准则可能会导致群体向最极端的观点转变。

第二个层面涉及群体如何影响个人（甚至是私人）的判断，这是群体极化一词的标准含义。群体商讨后形成的成员私人判断会朝着比其初始观点倾向更为极端的方向发展。群体成员的观点只朝着某一个方向推进而非另一方向是可能的，尽管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通常是相伴而生的。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斯托纳的早期研究，即群体动力（group dynamic）通常会使群体和个体朝着承担更大的风险的方向移动，但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后续研究表明，在某些条件下，群体商讨可能（甚至容易）会使群体和成员的态度更谨慎。事实上，某些问题确实产生了谨慎的态度转变。8例如决定是否结婚和在腹部剧痛可能需要医疗救治的情况下决定是否登机。在这些情况下，群体和成员都转向更谨慎的态度。事实上，尽管窃贼一起偷盗时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但他们在讨论后则会趋于谨慎。9

研究人员注意到，在斯托纳的原始数据中，当群体成员“有相当大的初始风险偏好时，群体可能会表现出最大的向高风险决策转变的倾向”，群体商讨的结果会倒向高风险的一端；那些“稍微改变或根本不改变风险倾向的群体，其成员最初的观点往往接近于天平中间的位置”。10因此，群体态度转变的方向似乎取决于最初的偏好分布，且转变程度取决于原始倾向的极端性。由一组非常谨慎的人构成的群体将显著地向更谨慎的方向转变；由一组倾向于冒险的人构成的群体将显著地向更冒险的方向转变；由一组持中间立场的人组成的群体将产生朝着初始倾向的较小转变。而转变的具体方向由他们的原始倾向决定。

在许多与法律和民主有关的议题中也有类似的群体极化现象，例如经济援助、建筑、政治领袖、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和有罪或无罪判决等。人们对事实不明的问题（如淹没于死海的索多玛城距离海平面有多远），以及政治和法律问题，甚至是幻灯片中人物的魅力大小等评价性问题都出现了观点极化的现象。

愤怒启发式

几年前，我曾参与一系列关于愤怒、惩罚性意图和罚款的研究。我们的基本发现是，当普通人在考虑如何实施惩罚时，会使用愤怒启发式（outrage heuristic）方法。11他们首先判断潜在行为引起的愤慨程度，对惩罚的衡量就建立在这一判断上。我们发现，在有限的数值尺度上，通过人们的愤怒程度几乎可以准确地预测出他们的惩罚性意图的强烈程度。这意味着人们是凭借愤怒的直觉进行惩罚性报复的，认为人们应该因自己的错误行为受到惩罚，以此作为对社会愤怒情绪的回应。除非受到引导，否则人们不会去思考什么样的威慑才是最合适的（即使有提示，也不愿意去思考）。

我们在一项研究中测试了群体商讨对惩罚性意图和罚款的影响。12该研究涉及约3000名符合陪审团资格要求的美国公民，主要目的是确定观察和讨论他人的惩罚性意图是如何对个人情绪产生影响的。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探索社会互动加剧愤怒情绪的机制。

首先，受试者需要在一个给定的范围内私下记录自己的个人判断，然后加入6人组群体，讨论并产生一致的“惩罚判决”。最初，受试者需要填写一个由0到8标识的“惩罚判决”，其中0代表根本不应惩罚被告人，8则代表应极其严厉地惩罚被告人。通过这种尺度量表进行衡量，惩罚判决的严重程度能反映出人们的愤怒程度，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衡量愤怒程度。在记录每个人的判决之后，陪审员需要和其他成员讨论以达成一致的惩罚判决。预测陪审团的最终裁决将是单个陪审员惩罚判决的中间值看似是合理的，但其实大错特错。

值得强调的是，与陪审员各自独立的初始判决的中间值相比，群体商讨后原本较低的处罚等级进一步下降，而原本较高的处罚等级则有所上升。当组内的陪审员不希望进行惩罚时，该小组最终的结果会呈现出向宽容态度的转变，这意味着该处罚等级系统性地低于陪审员各自独立进行的初始判决的中间值。这说明，当人们的初始愤怒程度较低时，经商讨后人们的愤怒水平会更低。但是，当陪审员都赞成严惩时，整个陪审团的决议产生了向严厉态度的转变，这意味着这一处罚等级系统性地高于陪审员各自独立进行的惩罚判决的中间值。群体中的愤怒情绪不断地被渲染和加剧就是群体极化的表现之一。

对群体极化的解释

对群体极化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每种解释都有坚实的理论支撑。13

信息的作用

第一种解释强调信息的作用。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假设开始：每个人的立场都将受到其最终听到的信息，以及群体中提出的似乎最具说服力的论点的影响。因此，人们努力采取与群体内普遍认同的信息和论点相适应的立场。因为（这是关键点）一个其成员已有既定倾向的群体，将收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同一倾向的论据，所以群体商讨将加深成员的初始倾向。

产生群体极化的关键是有限的信息和有限的具有一定倾向的论点池的存在。一个群体的成员会想到一些而非全部可以证明其初始倾向的论点。在商讨中，人们陈述和倾听他人的不同论点，但群体整体的观点将朝着其中一个方向倾斜，至于朝哪个方向倾斜则取决于群体成员的初始倾向。因此，群体商讨加深了群体成员的初始倾向。

社会对照的作用

第二种解释强调社会对照的作用，也就是说，人们希望得到群体内其他成员的认同，因此一旦听到他人的想法，便会根据主流观点调整自己的观点。例如，人们可能希望表明自己并不懦弱或谨小慎微，尤其是在一个排斥该特征的创业者群体中，因此他们将明确自己的立场，以便在与其他群体成员相比时，不会显得懦弱胆怯。

在进行风险决策方面，人们希望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占上风；在听到别人的想法之前，他们很可能会假设自己确实处于优势地位。但当他们听到别人的想法后，往往会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与预期有所不同，因此可能会相应地做出调整。其结果便是将群体的整体立场推向极端，并诱导其他持相反立场的群体成员转变态度。

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发生类似过程。例如，人们可能希望自己在平权运动、女权主义或国防建设方面不要显得过于热情或过于克制，因此当他们意识到群体其他成员的想法时，其观点可能会随之改变，结果将是个人观点的转变和群体观念的极化。由此可见，人们调整观点是为了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没有经过讨论，仅是提供与其他人实际想法相关的信息就足以使人们的态度发生变化。相关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仅仅获悉他人的信息便会引发巨大的风险偏移（尽管它比群体商讨产生的风险偏移程度少了近一半）。14这种效应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会向谨慎立场偏移。

佐证、信心与极端主义的关系

第三种解释指出了佐证、信心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关系。15那些缺乏信心和不确定自己应该持有何种立场的人倾向于成为中间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手足无措的谨慎之人很可能会在两种极端之间选择中间值。但如果其他人似乎也认同你的观点，你可能会更加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从而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发展。

进一步理解群体极化

在这里我将对群体极化做出一些补充说明，这会使关于群体极化的基本描述更加复杂化。在理解极化现象、群体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时，有两点十分重要。首先，人们是否认为自己与其他成员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这种归属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会加剧人们态度的转变，而不认同感会减少并可能消除这种转变；其次，如果群体由持有对立观点的成员组成，且成员在其立场上有一定的灵活性，那么该群体将倾向于“去极化”。

群体极化的走向

当然，并非所有的群体都会出现观点极化的现象，有些群体最终会处于中间立场，而不是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注意，在斯托纳最初的测试里，12个群体中有一个根本没有发生极化。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如果捍卫初始倾向的人极其缺乏说服力，那么群体极化就不太可能发生。如果标新立异者的观点十分令人信服，那么群体甚至可能会偏离其最初的趋势，朝着少数人甚至某一个人所持有的观点倾斜，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1)便是这种可能性的生动体现。

此外，外部约束或“冲击”有时可能会阻止或减弱群体极化。对某一问题有明确立场的群体成员可能有极化倾向，但为了保持政治效力乃至基本信誉，他们有时会公开地甚至是私下里也保持中立的态度。为了提升自身的合法性或者由于某种新启示，原本已经开始走向极端的群体可能会向中间靠拢。

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在群体决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情感因素会显著地增加或减少群体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如果群体成员之间有情感联系，彼此了解并喜欢对方，那么成员间频繁发生分歧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因此，情感纽带的存在减少了分歧的产生，人们选择观点时也更容易受群体的影响。如果观点倡导是由关系不睦的群体成员推动的，人们就不太可能遵守；当人们认为同伴友好、招人喜欢且与他们相似时，人们改变观念、遵循新观点倡导的可能性就会增加。16共命运感和相似感会促进群体极化，引入外部竞争对手则会增强本群体的共命运感，从而增加极化倾向。17

特定成员对自身观点的笃定程度在群体决策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造成群体极化的部分原因似乎是极端分子的立场往往不仅不易被驯服，而且会表现得更坚定、自信。这一点是对群体极化的第一种解释的重要补充：论点的说服力显然不仅取决于论据本身，还取决于表达论点时的笃定程度。想想陪审团和多成员法庭。成员因拒绝接受群体的观念趋势而选择离开，群体极化通过退出机制得到强化。如果群体普遍存在退出机制，极化倾向将会大大增加。

身份认同与团结

无论人们是原本就意识到了自己属于一个联系紧密且团结的群体还是之后才逐渐意识到的，这种意识对改善日常生活都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他们对群体有认同感，那么群体极化的可能性就更大，而且可能更极端。18因此，当环境试图强调每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时，极化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更普遍的证据证实了以上观点，即群体成员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系往往会压制很多反对意见，从而导致群体决策失误。19这并不奇怪。如果群体极化是社会比较和有限的论据池的产物，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当群体成员在一个显著维度上认为彼此相似，或者某个外部因素（政治、地理、种族、性别）将他们联合起来时，群体极化效应就会增强。

去极化

是否可以构建一个倾向于采取中间立场或成员态度不朝着极端演化的去极化群体？这两种情况在需要做出慎重讨论和思考的群体中似乎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指出，一旦有人提出全新的、有说服力的且与成员初始偏好相反的论点，群体将有可能去极化。当群体由持有两种极端观点的个体组成时，也会出现去极化，而非偏向某一极端。20因此，如果赞成谨慎的人与赞成冒险的人组成一个群体，那么该群体的判断将趋于中间立场。

持有极端立场的成员很少由于群体商讨或群体意见转向温和而改变自己的极端看法。我们可以参考这样一项研究，每个实验组由6名成员组成，每组包含两个持有相反的极端观点的子组（每个子组3人），小组讨论的结果是群体观点趋于温和。21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两个极端立场都存在能被部分成员接受的有说服力的论据。22有趣的是，这项研究显示，显著的去极化现象往往存在于对不明事实的看法中（如1900年的美国人口）；对高度透明、被反复探讨过的公共问题（如死刑是否合理）的辩论产生去极化效果的可能性最小；有关个人品位的问题，例如选择篮球、足球或房间油漆颜色方面的偏好，会表现出适度的去极化趋势。23

这些结论与第一种解释强调信息和有说服力的论据的描述非常吻合。当人们对一些非常突出的公共问题有固定的看法时，他们很可能已经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论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论据库，因此额外的讨论不太可能对既定看法造成冲击。对于熟悉的问题，人们的观点不太可能发生改变。当群体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知道一个事实性问题的正确答案时，这个群体的观点很可能会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转变。当人们灵光乍现，惊呼“我找到正确答案了”时，群体极化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这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群体擅长解决复杂问题的原因之一。

关于群体极化的简单结论

接下来我们将阐述一些关于群体极化的简单结论：基于大量论据的观点是最不可能被轻易转变的；去极化会在含有势均力敌的对立子群体的群体中出现；如果一个或多个成员知道真相，则群体观点通常会朝着准确的事实判断转变；但如果群体普遍持有的观点没有被完全证实，且群体存在一个初始偏好，那么群体极化往往随之产生。群体商讨在成员观点转变方面的效果可能取决于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以及他们与其他成员间的关系。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群体发生群体极化的可能性比由“共和党人”或“第二修正案的捍卫者”组成的群体要低。

在包含相反倾向且势均力敌的子群体的群体中，去极化很可能发生。但是，在以下两种情形中去极化发生的可能性较低或即使发生也不甚明显：第一，子群体成员持有坚定的难以被动摇的观点；第二，子群体成员知道他们和另一个子群体成员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流派。

迭代极化博弈

以上所述的关于群体极化的研究仅涉及一次性实验。我们将很快转向现实世界中的群体极化现象，但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实验的有趣含义，其中一个对于民主审议特别重要，即民主商议不是一次完成的，成员需要定期见面交流。

如果参与者进行重复多次的讨论，例如每月都开例会、发表意见并投票，那么群体观点势必会多次突破极点。再例如，如果一组公民正在考虑与食品基因工程、最低工资或恐怖主义有关的观点，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讨论结果应该会朝着非常极端的方向发展。在这些迭代极化博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体商议应导致一种情况，即成员所持的立场比他们在这一系列讨论开展前更为极端。事实上，迭代极化博弈比单次实验更接近现实。

似乎没有人对这种迭代极化博弈进行研究，迭代极化博弈的结果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离奇。在上文提到的陪审团案例中，陪审团经常得出等同甚至高于任何个人初始偏好的惩罚等级的结论。不难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世界中的群体进行讨论的结果似乎是将群体和个人推向他们从未设想过的前所未有的极端。

迭代极化博弈是个重要的现象，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及何时会停止极化？第二，群体极化为什么及何时会在某一点终止，不再继续或甚至向相反的方向移动？有关群体极化的文献都无法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可以推测，由于一些外部冲击，如当新成员带入新的争论点时，或当群体政治领袖的个人利己主义导致方向发生转变时，抑或当事实上或价值上的新动态改变了成员的观点和动机时，群体极化往往会终止或逆转。社会级联效应往往会由于新信息的发布等外部冲击而改变方向，同样的过程似乎也会终止或逆转群体极化。

推动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对许多群体和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之相关的调查证据表明，马丁·路德·金遇刺和民权运动等戏剧性的社会事件往往会导致大众态度的极化，使积极和消极两方的极端态度都得到了增强。24一般来说，群体辩论往往会使人们对外来者和社会变化的态度更加强硬，因此，“形成一个折中方案或采取矫正措施的建议通常会引起公众的忧虑，经过讨论发酵，这些忧虑会被极化成明显的偏执和敌意”。25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职业极化者或极化促进者——政治活动家，他们的目标之一是创造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从一个或多个表达清晰的人那里听到一个特定的观点，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一场讨论，从而使得某种观点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对于那些寻求社会改变的人来说，一个理想的策略是在倾向于支持相关改革的人之间组织讨论，这种讨论可能会强化潜在的信念和关注度。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数十年前的案例，洛伊斯·玛丽·吉布斯（Lois Marie Gibbs）是拉夫运河（Love Canal）的居民，她成功地唤起了美国人民对向运河倾倒危险废弃物的关注，并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中坚角色。26吉布斯主动投身动员美国公民关注这一问题的活动，她先是组织少部分环保人士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然后逐步吸引更多的人士加入讨论。在环境保护和公民权利领域，类似的利用级联效应和群体极化的意见领袖数不胜数。

具有独特优势的渠道方或东道主也可能会推动群体极化，他们拥有一群相关受众。由于群体极化的结果不能抽象地加以评价，因此这些努力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可以抽象地说，确保具有相似倾向的人之间尝试进行讨论，可能有助于增加个体参与者的信心，并将他们推向更极端的立场。在任何社会中，无论是面对面的、无线的、网络的还是平面的，未来的社会变革推动者都会很好地创建这样的论坛：具有相似倾向的人经常进行交谈，并形成清晰的身份认同感。

孤立的局外群体

群体极化对孤立的局外群体（out-groups）也有着特殊的影响，这些群体可能是政治群体、族群或以任何其他可识别的方式定义的群体。回想一下，当群体成员能以某个显著维度定义自己的身份，特别是当群体成员可以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对比来定义自己时，群体极化就会增强。从定义上讲，局外群体就是那些与某一群体成员特征截然不同的人群。可以说部分由于存在群体极化，那些选择或被迫无法与其他人交流的群体可能会走上极端。当一个局外群体被孤立时，它的成员往往会有一种认同感和耻辱感。当我们考虑到极端群体通常表现出更大的极化倾向这一事实时，局外群体的极端主义便在意料之中了。

局外群体的极化趋势有助于解释人们对排外言论的担忧和惧怕，群体极化的存在让我们确实有理由害怕这种言论带来的后果。在分析群体极化时，人们可能会质疑群体商讨是否真的提升了人们的“认知水平”。群体商讨可能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为了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这个模棱两可的观点有待阐明），而是引导群体成员形成某个方向上的极化的一致观点，并使他们坚信此新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认知水平永远不会被提升，毫无疑问，群体商讨可以识别并澄明以前被压抑的或被理解为个人独有的观点其实是社会公众的普遍看法这一现象（见第1章）。但因为商讨使观点已经发生了改变和合并，且在商讨后被群体成员高度拥护，这样一来就很难判断人们的认知水平在此过程中是否得到了提升。

对群体极化的理解也为共谋罪（criminal conspiracy）的责任追究提供了线索。在大多数司法审判中，共谋罪同样可以被追加到实体罪的处罚中。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双重惩罚”过度了，是为道德所不容的。但如果预谋行为使人们实施犯罪行为的倾向超过了适度范围，那么因为他们是共同预谋的，基于威慑目的采取额外的、独立的惩罚是合理的。一些法院在讨论对共谋罪实施明确制裁时已接近承认这一点。27

纷争与冲突

在各种各样的纷争中，群体极化正在发挥作用。纷争的一个特点是，存在纷争的双方往往只与彼此交谈，他们的愤怒情绪被逐步助长和放大，对相关事件的印象更加刻板化。信息和声誉力量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会促进级联效应的产生，而群体极化会导致双方的态度越来越极端。

尽管存在较高的民族异质性，但这些影响在民族群体甚至民族内部依然存在。在美国，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在某些突出事件或更普遍的事件上的明显分歧，就可以用群体极化来解释。通常人们更愿意倾听志同道合者的意见或与之交流。民族、种族冲突或敌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也是因群体极化产生的。

舆论飞地与被压制的声音

我已经提到但还没有探讨异质性的潜在缺陷，以及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的审议“飞地”的潜在益处。显然，这种群体在一个多元社会中非常重要，尤其是某些特定群体成员在参与面向更广泛人群的审议活动时往往沉默不语。从这个角度来看，舆论飞地的一个特殊优势是，它有助于促进在公众辩论中不可提及、沉默或被压制的观点的发展。

在许多情况下，这是舆论飞地的一大优势。许多社会运动都是通过这一途径得以实现的，如女权主义、民权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等。舆论飞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边缘群体倾向于排斥局外人，甚至政党也往往把初选权利限制在党员范围内。也许正是因为群体极化发挥了作用，舆论飞地才发挥出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它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的“观点池”。

实证研究表明，在民主审议机构中，由于地位较低的成员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或者害怕遭到报复，导致地位较高的成员与地位较低的成员相比可以发起更多沟通，他们的想法也更有影响力。28例如，女性的想法产生的影响力往往较小，甚至有时在男女混合的群体中“被完全压制了”。29因此，促进形成小众群体成员自由交谈的氛围，形成舆论飞地对多元文化社会的繁荣兴盛有着深远的意义。

但这种舆论飞地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隐患。这种隐患在于舆论压力和貌似有说服力的论据，会把人们导向有害但却是舆论飞地所在的特定境况下可预见的立场。在极端情况下，舆论飞地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无论是喜是忧）。

没有可以杜绝舆论飞地存在的隐患的简单方法。有时这种对社会存在的威胁是可取的。正如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所言，动荡也能“产生好的结果，它可以防止政府堕落，并滋养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关注。我认为……偶尔有一点反叛是一件好事”。30抛开动荡不谈，在不了解飞地与社会主流的实质区别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舆论飞地做出判断。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任何促进舆论飞地的政策都将使广泛的群体间产生群体极化，有些是追求正义所必需的，有些则可能会引发不公正，还有一些甚至可能招致祸患。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爱尔兰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反对“局部目的”和“局部偏差”而赞成“普遍的一般原因”不是偶然的，而是本质上的保守主义。31换句话说，这是对现行惯例的维护。其原因是，“局部目的”和“局部偏差”淹没在一个反映多元声音的“审议大会”中必然会削弱各个群体坚信自身立场的决心，尤其是地位低下或边缘化的群体，而这些群体的内部讨论原本是会导致高度的群体极化的。32

因此，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担心大众的热情会导致“对纸币、债务废除或任何其他不正当项目的愤怒”33，因此，不出所料他会被埃德蒙·伯克的代议制观点吸引，即倾向于以大选区和长任期来抵消群体极化的影响。相比之下，那些认为“打破社会稳定状态”本质上是好事的人，或者认为现状存在不公正，即使冒着增加群体极化的风险也要支持构建舆论飞地的人，更倾向于或理所当然地支持促进包含狭隘的审议飞地形成的制度。

在一个普遍遭受不公正待遇或以各种方式被误解的国家里，舆论飞地可能是树立正确价值观或正义感的唯一方法，至少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是这样。因此，舆论飞地可能对飞地内的成员多有裨益。飞地可能有不同于外部社会的规范，人们在飞地里通常会感觉更放松、更好。民权运动的孕育离不开飞地。虽然飞地可能会减少其内部成员观点的多样性，但如果有足够多的飞地，它们将有助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多样性。多样性飞地的一个优势是，它们可能会产生二阶多样性，即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多样性，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益的。34

但即使在上述国家里，舆论飞地也很难引发社会改变，除非成员之间有互相交流。在宪政民主国家中，对飞地最好的应对措施是确保飞地成员的观点不被孤立、隔绝，并且在某些时候，飞地成员和不同意其观点的人之间可以进行切磋和交流。正是飞地成员的观点完全或近乎完全地被隔离，而不是纳入公众辩论中，才招致了最严重的危机，不幸的是这往往是以极端主义和边缘化相结合的形式呈现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由于对群体极化的作用持肯定态度，因此宪政民主国家会采取措施保护飞地内的言论自由，确保飞地成员能听取外部意见，同时也确保特定飞地外的人能获悉飞地成员的见解。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人们只囿于自己所在的圈子，不断重复已被认同的观点。在一个多元社会中，这种形式的自我隔离会导致社会成员互相不理解或产生更糟的情形，从而给社会造成严重困扰。异质性从来不是社会分裂的根源，它是社会创造力的源泉，有助于发现和解决那些原本很可能被忽视的问题。


第3章
法律的表达功能

行为是具有表现力的，它们能传达出特定的含义。这几乎适用于一切言行，从最平凡的到最重要的。一位在法庭上系着一条会发出声响的领带的律师，一位穿蓝色牛仔裤讲课的教授或一位穿着西装听课的学生，往往都有着独特的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同样，人们的语言也在表达着他们的立场。当一位银行行长使用“小姐或夫人”这个称谓，或者某人把非洲裔美国人称为“黑佬”时，他们在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的态度就已经被充分展示出来了。

很多时候个人语言传达的或者被他人解读出来的含义不一定能反映他的真实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传递的含义并不完全在个人的掌控之中。实际上，有些人甚至可能不知道相关言行的含义，例如一个不了解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的外国人，他所说的也可能与他想表达的意图完全不同。

行为的社会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社会规范决定的。当社会规范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吸烟时，公共场所吸烟就是失礼的象征甚至更糟。当社会规范认为人们在晚餐时只需穿休闲服即可时，穿着正式服装便会“传递出”一些负面的含义，如给人一种急于彰显优越感或者过于守旧死板的印象。当社会规范发生变化时，某种特定行为的社会意义也会随之改变。由于社会基本规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吸烟、性骚扰、使用安全套或拒绝吃肉的社会意义与1961年相比已大不相同。

与言行举止一样，法律的价值导向与其后果也不一定一致。许多人因为赞成法律条款传递的态度和目的而支持某项法律，而对法律提出异议的人往往是不满于法律的价值导向而非执行该法律的后果。例如，关于学校种族隔离的许多争论都是围绕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条款的含义展开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主张，此类法律“并不意味着”黑人的卑微；1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则试图通过实证研究传达相反的观点。2

同理，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可能也不聚焦于移民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辩论双方可能更关心移民政策所传递出的态度。那些试图减少移民的人想宣称：这是我们的国家，而不是他们的国家。而那些寻求增加移民数量的人则希望表现出对外开放的态度。诚然，支持和反对移民的双方都关心移民的后果，但他们更关注移民政策所传达的内容和价值导向。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关于焚烧国旗是否应该受宪法保护而进行冗长且激烈的辩论，这个辩论往往充斥着他们对这一规定的价值导向的担忧。人们希望通过禁止焚烧国旗这一行为来彰显自己的爱国精神。如果我们认为这是阻止焚烧国旗的最优方法，就会发现这场辩论是莫名其妙的。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焚烧美国国旗的人数并不多。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将焚烧国旗定为刑事犯罪的宪法修正案，反而可能导致每年焚烧国旗的事件大幅增加。事实上，该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可能正是促进焚烧国旗事件发生的最可能的诱因：人们可能会通过焚烧国旗表达他们对该修正案的不满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支持该宪法修正案的人事实上对该法案的价值导向的关注多于其颁布后的结果。他们反对焚烧国旗这一行为，也许是为了促进爱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表明自己的这一立场是符合道德规范的。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鼓励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惩罚那些在演奏国歌时拒绝下跪的球员。当然，特朗普没有言明拒绝下跪应该被判为犯罪行为，但他确实希望那些球员受到惩罚。人们对此观点展开的辩论多是基于其价值导向。比如，拒绝下跪就象征着对国家的不尊重吗？这是一种可接受的抗议不公正的方式吗？

在许多国家里，对是否应约束充满戾气的言论这一问题进行争论时也是如此，即人们更关心这种约束对社会价值导向的影响。禁止仇恨言论是否“意味着”仇恨言论的受害者需要特殊的家长式保护，他们柔弱不堪、脸皮薄且无法照顾好自己？或者这些禁令是希望传递出一种偏执在自由社会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观点吗？这种辩论通常不可能聚焦于结果，因为焚烧国旗产生的危害通常很小，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和精力讨论它的后果。由此可见，关于是否应该出台法律禁止焚烧国旗和仇恨言论的辩论有很多共同点：它们都更关心法律的价值导向作用。

同样，让我们来思考一个与宪法无关但直接关系到法律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的主题：风险监管（risk regulation）。在环境保护议题中，公众的争论往往集中在相关法律的社会意义上。因此，美国《濒危物种法案》（Erdamgered Species Act）的实施彰显了人们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态度。无论“削弱”《濒危物种法案》是否会对濒危物种产生重大影响，倡导保护濒危物种的人都会坚持他们的价值观。强制回收（尽管从经济角度看似乎不如路边收费）很可能会因其价值导向而得到公众的支持。同样的，尽管很多律师拒绝提供公益性法律咨询服务，但强制要求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工作的法律倡导广受欢迎。

在这一章中，我将探讨法律的表达功能，即法律在“表明态度”而非直接控制人们的行为上的作用。至少在没有制裁的情况下（见本书第二部分），这种法律声明可以被视为对社会规范的一种补充。我的关注点在于法律“声明”是如何被制定以改变社会规范这一特定问题的。我列举了一系列可能的（以及在我看来是合法的）通过法律传递恰当的价值评判标准来改变社会规范的努力。我还认为，法律的表达功能的主要意义在于促进良好社会规范的形成，如果法律产生了不良后果，那么即使它们看起来是合理或高尚的，也不应予以颁布。

法律表达的引导作用

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理解法律的表达功能。首先，显然法律对分心驾驶风险的“陈述”可能会影响社会规范，并最终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法律的目的是减少分心驾驶，从而使人们幸免于难。从这一观点来看，法律表达方式的好坏取决于其对社会规范产生的影响；某些表达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它们会（或最终）促成良好的结果。

我们做出以下基于事实的推测：一个恰当的法律框架可能会影响社会规范，并将其推向正确的方向。如果法律强制要求垃圾回收利用，可能会促成更加理想的环保规范。而假如法律把性服务作为可以销售和交换的商品，社会规范可能趋于混乱，卖淫的合法化可能会破坏正常的社会关系。

有时法律会影响社会规范的说法是合理的，毕竟偏好和信仰等普遍的规范通常不是社会出现前就天然存在的，而是包括法律在内的复杂的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我旨在研究促进社会规范改变的法律。但有时人们支持一项法律，不是因为它促进了良好社会规范的形成，而是他们认为相关法律“陈述”在本质上是有价值的，有时法律对社会规范的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

因此，对法律表达功能的第二种理解根本不涉及其对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是建立在人们的正义感上的。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指出了一个简短但具有启发性的事实，人们通常拒绝采取冒犯性或令人反感的行为，即使他们的拒绝会导致更糟糕的后果。3威廉姆斯认为，我们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其后果，还取决于我们对个人情操、承诺、人生连续性，以及个人行为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是否有意义的相关判断。行为的表达程度是人们实施某种行为时会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威廉姆斯还提供了相关的案例。有人可能会拒绝应恐怖分子的要求去杀害无辜的人，即使拒绝这个要求会使更多的人被杀害；或者和平主义者可能会拒绝在军火厂工作，即使这一拒绝本身对军火厂的运作没有任何影响。

在不考虑表达性的前提下讨论人们对上述案件的回应是不充分的，威廉姆斯认为人们的反应总是正确的。可以肯定的是，拒绝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的决定是人们权衡再三后做出的，因为人们总是会采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不是威廉姆斯的观点，也不是那些为了表达这个理由而捍卫法律的人的观点。

在我看来，威廉姆斯的论据并不具有说服力。他在从道德角度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即福利（见第14章和第15章）。即使我们都相信行为的后果也很重要，而且人们也不应该过度关注和纠结于此，但我在这里的观点是：人类行为具有表达思虑的功能。

社会和法律层面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个社会能显示出它坚守的规范，并通过法律来捍卫这些规范，即使这种坚持的结果是模糊的或未知的。一个社会可能会出于价值观倡导的需要而坚定支持宪法赋予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权利或支持民权法，即使不确定该权利或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帮助到少数弱势群体。一个社会可能赞成或拒绝死刑，因为它希望以此表明自己对于杀人行为该受何种正当处罚的立场。一个社会可能出于同样的诉求而保护动物福利。

这一点关系到法律、司法审判甚至最高法院判决的文化作用。这些判决的实证效应是具有争议性的。如果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种族隔离是非法的，对仇恨言论的某些限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或者认为不能强制学生在学校里祈祷，但这些判决的实际作用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小得多。但是，美国社会依旧密切关注法院审判，这与这些审判结果的象征意义有关：法院的裁定通常被认为反映着国家的意志和承诺。法院的判决具有价值传导功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并不认为法律的引导作用对于促进社会规范的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也不认为它不会被墨守成规的较差的执行力所抵消。事实上，我会提出相反的观点，从而试着为赫伯特·西蒙的话进行辩护。他说：“我们都是表现主义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对不公正发声，或站起身让旁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些都是高尚的动机，但任何严肃的革命者都必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沉溺于表现自我的乐趣中，必须通过给制度带来的最终影响来检验自己的行为。”4我的主要目的是捍卫尝试改变社会规范的法律，而不是只说不做的法律。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法律的价值引导功能十分显著。如果不了解法律的价值引导功能，我们将很难充分理解公众在公民权利、言论自由、福利、环境、移民、濒危物种、死刑和堕胎等问题上的意见。

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许多社会规范可以解决集体行动中的协调问题与囚徒困境问题。5社会通过规范对背叛者实施制裁来解决这些问题。当背叛者违反规范时，他们很可能会感到内疚或羞耻，内疚和羞耻感是重要的处罚机制。社区可以通过非正式惩罚来执行其规范，其中最极端的形式是排挤。但最有效的处罚往往发生在一项行为还未付诸实施之前。内疚或羞耻感通常足以使人们遵从规范，它作为一种社会“税”，有时能达到很高的程度。

因此，社会规范如果能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们就可能会以符合他们共同利益的方式交流与合作。官员们要写任期信或从事各种冗长乏味的行政工作，而违反这些制度规范需要付出一些小的情感代价，即内疚或羞耻感。我们还可以假设有一个普遍且热烈地支持禁止乱扔垃圾的社区。如果这一规范确实深入人心，那么环境退化问题自然就可以得到解决，无须任何法律干预。规范能实现法律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才能达到的目标。注重礼貌和善解人意的规范是促成陌生人、朋友和家庭内成员良好互动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因素。6

然而，有时优良的社会规范并不存在，而社会恶习则普遍存在。我们会通过社会规范在解决群体行为问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分辨其“好”与“坏”。例如，想象一个没有任何制止乱扔垃圾的公序良俗或者干脆支持乱扔垃圾的社会。此时乱扔垃圾可能是独立和无畏的象征，清理或不乱扔垃圾则可能是挑剔、懦弱甚至神经质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想象到这样的社会本可以通过自发的尝试很好地重新思考和重建其规范。

我们已经看到，私营领域的规范倡导者试图通过识别其不良后果和改变内疚、羞耻感和自豪感的触因来改变规范。许多规范倡导者会对集体行动问题保持警惕。公共利益集团会通过将个人行为推向合乎大环境所需的方向来发挥作用，有时也会通过改变使人们感到自豪（非正式的社会补贴）和内疚或羞耻（非正式的社会税）的触因来实现。

但有时这些个人努力也会以失败告终，这时就可能需要法律发挥其矫正作用。事实上，法律在作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尝试性解决方案时，人们对其具有表达功能的争议最小。法律的目标是重建现有的规范，并通过陈述什么才是正当的行为来改变某种行为的社会意义。规范性法律致力于解决集体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环境、汽车安全、职业安全与健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法律致力于形成足够多的社会规范。法律要么充当与社会规范一样的引导角色，要么充当促进现有规范发挥作用并将其推向新的正确方向的角色。后一种情况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法律具有道德效应，能使人们相信现有的规范存在问题，应该被新的规范所取代。

有时，法律通过法定要求及其配套执行措施，跨过了社会规范约束公众言行的步骤，从而直接促进某些特定行为的实施。例如，环境法严格规定企业需控制工业污染，为此还制定了相关条款保障法律的实施。

但是，还有一类更微妙和有趣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律的价值引导功能。有时法律的变动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规范，但没有给出配套执行措施。例如在很多地方，公共场所禁烟、禁止乱扔垃圾和要求人们处理好宠物排泄物的法律就很少通过刑事程序来执行，但它们在传达和灌输什么是适当或应该被唾弃的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那些偏离法律要求的人会有内疚感或羞耻感。

无论法律有无配套执行措施，它们都有助于重建行为规范和改变某些行为的社会意义。如果有人在其宠物狗排泄之后不及时清理，那么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视作对他人的不尊重甚至蔑视。如果许多人、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这样想，人们的行为将发生巨大变化。最终，随着声誉激励促使人们的行为向新的方向转变，社会规范的级联效应就可能会随之产生。毫不奇怪，即使人们心中十分不乐意，即使相关法律很少真正被执行，很多时候人们还是会自觉清理宠物狗的排泄物。

当法律引导的规范转变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时，原则上不应该再有反对意见。因此在这里，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的争议是最小的。

法律进行价值引导的风险

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往往会触发危险行为，仅或主要包括对自己做出的危险行为。当然，所有的行为都有风险：开车、在城市街道上行走，甚至志愿兵服役都伴随着风险。政府意识到有时人们表现出某些行为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为给人们带来了效用，他们只是受到了社会规范的声誉效应的影响，因此政府试图通过改变那些不良社会规范以杜绝恶习，增进社会福利。我们接下来就探讨一些由于存在鼓励有害行为的社会规范，而导致这些行为屡禁不止的案例。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社会学家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对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进行的鲜明社会学分析揭示了社会规范引导各类风险形成的机制。7安德森指出，在毒品、怀孕和使用枪支方面，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声誉效应的影响。社会规范可能极大地促进了风险行为的形成，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如吸烟、饮酒、使用违禁药物、开车时发短信、携带和使用枪支等。人们吸烟或不系安全带并不是因为这种行为的内在或潜在效用，而是受到了声誉效应的影响。

私营机构的规范倡导者可以在完善社会规范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裔美国年轻人中的吸烟人数急剧下降。8吸烟不再是魅力、独立和叛逆精神的象征，而是肮脏和易受骗的代名词。

但有时个人努力也可能落空。鉴于此，法律可以尝试通过传达价值判断从而改变社会规范。如果我们将社会规范对个人行为产生的影响视为征税或补贴，法律可能会试图将某种社会舆论影响从补贴转变为征税，或者相反。事实上，这是许多监管政策背后的核心和隐含的目标。政府发起的教育和宣传活动往往具有改变某些风险行为的社会意义。除了提供信息和助力外，强迫可能被认为是增加针对某些行为的社会制裁的一种方式。例如，通过对时间、地点和方式实施限制或直截了当的禁令，法律试图将吸烟、吸毒或从事不安全的性行为描述为愚蠢或软弱的表现。

这种尝试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家长式作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们常常身不由己，被迫顺应社会规范，尽管很多人可能并不认可这些规范。人们在这些社会规范问题上可能会保持沉默，依旧遵守这些规范，尽管他们在内心深处会持鄙夷的态度。因此在探讨是否应该制定法律以尊重这些看似是公众普遍接受的“偏好”或“选择”时，偏差和混淆便产生了。

在这一方面，社会规范往往是现有信息的反映。如果人们开始相信吸烟对自己和他人都是具有危害性的，那么社会规范就更倾向于禁止吸烟。当然，在过去的50年里，吸烟已经历了巨大的规范级联效应，这个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吸烟有害健康的判断推动的。新研究发现的某项行为的潜在风险很可能会促进社会规范的转变，尽管社会规范可以向两个方向转变，甚至有时某行为的危险性反而会增加该行为的吸引力。我们可以想象，类似的由信息引致的规范级联效应还体现在规律饮食、减少糖分摄入、加强锻炼和杜绝不安全性行为上。事实上，人们经常会调整规范，使其与现有信息相匹配。

作为一种助推方式，提供信息是最不具侵入性的策略，所以它应该是修正社会规范时的首选，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调整措施。是否还需要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取决于它们的成本和收益结构（见本书第二部分）。

以金钱为行为动机的社会规范

货币使用方式是由一个复杂的社会规范网络决定的。这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一些社会规范会对以金钱为出发点的行为实施制裁。如果人们的目的是攫取经济利益，他们就不应该从事这些行为；第二，现行的社会规范要求不同类型的货币用于不同的目的。9社会规范和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增加了金钱交易合宜性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总之，笼统地评价某种金钱交易是否可接受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取决于金钱交易发生的环境。

让我们从惩罚以金钱为行为动机的社会规范开始。经济学家乔尔·瓦尔德福格尔（Joel Waldfogel）的一篇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圣诞节的无谓损失》（The 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将有助于解释这一议题。10瓦尔德福格尔发现，由于人们在圣诞节时倾向于以实物为礼物而非现金，导致每年产生至少400万美元的无谓损失。瓦尔德福格尔的分析很简单。对于那些圣诞节送礼物的人来说，若只送现金的话，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很多，因为送礼物的成本不仅包括金钱支出，还包括挑选礼物的时间和精力。对于那些收到礼物的人来说，他们收到现金比收到礼物的效用更高，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自己收到的礼物，即使喜欢，也只是对礼物有一点点好感罢了。如果接受者收到的是现金，他们将能自由地支配这些现金，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用。食品券与现金不同，它只能用于购买食品，正如食品券的价值低于它所代表的美元的价值，400万美元的“无谓损失”就这样产生了。

瓦尔德福格尔的这一发现很有趣，但他忽略了社会规范在赠送礼物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社会规范严格限制了人们以现金为礼物的做法，却没有对领带、书或毛衣等礼物做出任何限制。在美国现行的社会规范下，丈夫送给妻子或父亲送给儿子现金可能是态度轻蔑或冷漠的象征，甚至可能是个笑话，这是因为现金不仅是没有人情味的同时还是可替代的。以一条领带或一本书作为礼物，无论领带是否漂亮，书的内容是否精彩，至少它们都符合社会规范对赠送者的预期，即礼物必须体现个性。瓦尔德福格尔没有关注与赠送礼物相关的各种社会规范及不同的赠送方式的社会内涵。

在社会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以金钱为行为动机的做法同样不被社会规范所认可。通过付钱的方式要求邻居给自己的步行道铲草或修剪草坪，通常会被视为一种侮辱他人的行为，因为这是在对邻居进行不适当的估价。这种要求在美国现行的规范下被认为是不合宜的，因为邻居不是仆人。即使被要求者在接受任务后获得一笔可以使自身境况更好的现金回报，社会规范依旧不认可这种行为。

一般来说，在美国无论是为了弥补给朋友造成的伤害或失望，还是希望朋友帮忙或表达对朋友的喜爱而送金钱给朋友都是不恰当的。如果你之前对朋友出言不逊，那么向朋友道歉才是个好主意，而不是赠送支票。事实上，社会规范不允许金钱交换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但因为我们对这些情况见怪不怪了，以至于常常忽视了它的存在。在一些国家，听到朋友的父母去世后赠予他一笔钱，或者出钱让一个同事帮你打扫办公室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我们会和朋友、邻居或伴侣交换礼物，尽管赠送金钱是出于好意但还是会让人觉得奇怪。

公民之间人人平等的观念可能是导致这种规范形成的原因。社会规范往往倾向于反对金钱交易，原因在于尽管每个人的经济财富可能存在差异，但在社会地位上应该保障人人平等的权利不受侵犯。禁止贿选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用金钱购买他人的服务或商品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社会禁忌，如购买他人的器官（我的目的不在于探讨这种禁忌的好与坏）。在美国，反对朋友和陌生人之间进行金钱交易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规范与公民平等原则有关。在某些领域金钱交易是不合法、不平等的体现。

一些常见的对“商品化”的反对意见是禁止金钱交易的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11人们不应该在市场上出售性服务或生殖能力，因为这些“东西”的市场交易不符合社会规范。这并不是说社会规范认为市场对这些服务的估价“过高”或“过低”了，而是根本就不应该以这种市场估价的方式出售性服务或生殖能力。在现实中，显然社会规范还限制拐卖儿童交由他人抚养的行为，并对任何拐卖儿童的人，甚至是愿意抚养和疼爱被拐卖儿童的养父母施行严厉的制裁。事实上，附带保障措施的领养体系使得这类“销售”至少是含蓄的，这也是在重申现有的规范。

这一点与法律有很大关系。法律试图用各种方式维护约束货币使用方式的社会规范，并防止新的社会现实侵蚀这些规范。这是法律价值引导作用的重要体现。法律试图创造两种相互独立的社会领域：在一个领域内，以金钱作为行为动机是恰当的；而在另一个领域内，这种金钱交易是不合适的。因此法律禁止了很多种金钱使用方式。

社会规范与平等

公序良俗的偏颇性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12社会规范可能要求妇女尽可能多地从事家务劳动；在某些地方，拒绝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可能会受到社会制裁，甚至可能会感到内疚或羞愧。女性拒绝从事家务劳动传递的社会意义可能是她对作为女性的本分的拒绝，还可能会被其他人解读为她有一系列不良品质。对种族或性别怀有歧视的社会规范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缘由。此时，与很多其他情况一样，集体行动有时是重组现有规范所必需的。

私营机构中的规范倡导者也许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在男女家务分工方面，个人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拒绝洗衣服或做饭等个体行为表现出的性格特征是现代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也很重要，法律可以指引公众讨论的方向。如果歧视他人符合现行社会规范，那么歧视行为将显著增加。如果歧视者为自己歧视他人的行为感到羞耻，那么歧视现象可能会相应减少。法律的一大作用就是改变社会规范和行为的社会意义（见第1章）。

回想一下，许多餐馆和旅店的老板都支持美国于1964年颁布的禁止歧视他人的《民权法案》。为什么人们希望国家制定这样的法律？答案在于法律有助于打破不良的社会规范，以及重新定义人人平等的含义。先前情况下的非歧视意味着保持中立，往往使种族歧视的社会规范愈演愈烈，但自从相关法律制定后，非歧视将意味着自觉遵守法律，不会反向刺激不良社会规范的产生。

社会规范构建了许多针对不同行为的定性评价，这些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特定行为的社会意义。这些规范无处不在，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假设有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简将种植的植物当作自己的孩子，桑迪则将车视作艺术或文学作品。反歧视法通常旨在改变规范，以确保人们的尊严得到重视，尊重而非抨击那些和公众不一样的行为。

平等不仅限于种族和性别平等，还包括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之间地位的平等。动物权利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有些人认为动物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仅仅为了人类的消费、玩耍和利用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在谈论此观点时其实是在谈论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规范，因此没必要进一步主张动物的生命是无限宝贵的。这种观点其实是在表达人们改变粗暴对待动物的社会规范的愿望，且认为新的社会规范对人类也大有裨益，即如果我们以这种友善的方式看待动物和大自然，我们将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自然生态问题；我们需要逐步将维护动物基本尊严的理念扩展到所有生物。动物权利运动的宗旨是确保所有生物都能得到善待和尊重，而不是仅仅被当成物品。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有助于促进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

关于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的两个基本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的讨论当然是不够全面的。在许多领域，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主要是改变现行的社会规范。刑法充分体现了法律的这一功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美国焚烧国旗的辩论也与法律的这一功能息息相关。我希望可以充分阐明了法律具有的价值引导作用及其对社会规范的影响。

我即将讨论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法律陈述看似正确，但执行结果却很糟糕，还应该支持这样的法律吗？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对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施加何种制约？

结果

我曾指出一些表达主义者（关注法律的价值引导作用的人）会关注法律对社会规范的影响，而其他人则更关注法律“陈述”，且完全不考虑法律的执行结果。表达主义者可能既狂热又低效，这是最不幸的情形。

对于那些表达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矛盾在于：人们会因为某项法律的陈述而支持该法律，但这些法律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或不甚明确，甚至在其支持者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贯彻上效果也不明显。如何理解这种矛盾？我的基本主张是，任何对法律“陈述”内容的支持都应基于它在改变社会规范上的执行效果，即对其结果的“平衡”判断上。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向人们表明合格的表达主义者也是结果主义者这样的论断，来填平两者之间的鸿沟。他们都想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号召层面。如果这些号召能促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就应该大声宣扬；如果不能，那不说也罢。

例如，环境法中关于污染权的规定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通过排放交易，污染者可以买卖污染权，目的是以适当的成本将污染降至适当的程度。针对排放交易的一些最普遍的反对意见本质上是表达主义。13批评人士声称，排放交易通过将优质的环境视作为可由市场定价机制定价的商品，从而对社会规范产生破坏性影响，使人们误以为污染是无法避免的，无须呼吁大众保护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对这种观点进行实证预测和评价。排放交易体系真的会对社会规范中与环境相关的部分产生重大影响吗？

我们也许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实证问题原则上应该通过实证方式解决。如果排放交易项目真的会给社会规范带来不良影响，那么即使它有再多的其他优点，我们也不能接受这些项目；也许这些项目的整体影响确实十分糟糕。将该问题与是否需要回收相比较，强制回收比路边收费更有助于有环保意识的社会规范的形成。但在排放交易项目方面，我们应该对表达主义者的担忧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项目削弱了人们保护清洁空气和水的意愿。公众对环境的态度不太依赖于政府是否有管控体系，也不依赖于是否有排放交易或其他经济激励措施。

有些人似乎认为，利用法律宣称优良的环境是价格合理的普通商品，在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可能会这样设想）排放交易项目可以在同等程度的环境保护下节省数十亿美元，那么上述的反对意见是否还能站稳脚跟？事实上，如果排放交易的社会成本比想象中更低，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可以使空气更清洁，使穷人更少，且不会削弱人们的环保意识，那么我们就很难再去反对它。引起公众关注的法律“陈述”到底应基于什么理由？

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个问题，即是否应该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认为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观点可能在本质上是也是表达主义。许多人认为，政府应该做出一个清单，表明人力劳动的价值至少是每小时几美元；也许任何少于该数额的标准都是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但也要预料到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后果是增加社会弱势群体的失业率。如果某项法律的总体效果并不理想，我们为什么还要只关心该法律的陈述呢？如果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增加真的会使大量弱势群体失业，那么人们就不应该支持这项法律。我并不打算就是否应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一问题发表最终看法，毕竟这取决于相关政策和法律的执行结果。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当法律对规范并未起作用或产生了不良后果时，还一味地大谈特谈法律的引导功能就有点近乎狂热主义了。

制约

政府在管理社会规范方面会面临哪些阻力？答案其实很简单：那些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行为的阻力。

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权利，政府都不应该侵犯人们的权利。用于约束政府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也完全适用。如果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改变社会规范，使女性而非男性承担所有家庭责任，将违反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如果政府行为是强制性的，至少这些结论是有道理的。

除了上述的权利限制外，政府还面临着其他制约，其在社会规范管理方面的努力有时是徒劳或适得其反的。当政府试图将社会规范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时，它可能会惨遭失败（见第9章）。因此政府有必要确保从事规范管理的人能得到人们的信任，最好设法招募私营机构，以确保相关社区的权威人士可以参与这一进程。

有人进一步讨论了政府面临的阻力。他们认为政府在社会规范管理方面的所有努力都是不合法的，这根本就是一个政府不应插手的禁区。但这一论点很难令人信服，毕竟政府对社会规范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任何政府的制度都可能通过建立基本的合同制、侵权认定标准和财产制度等影响着社会规范。而且，在预防暴力犯罪方面，有意识地进行社会规范管理是政府的一项传统职能。当然，政府还致力于解决各种虐待问题，甚至是那种难以言说的虐待。无论如何，正确的立场应该是坚持以广泛的权利为基础，通过法律来对社会规范的管理进行约束。

任何法律体系都在发挥着管理作用，即便是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法律产物的市场体系，也是规范管理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好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地推进相关改革，去发现那些不利于提高人民福祉的规范，并在法律能有效地对其产生纠正效果时保障法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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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助推

有些政策的实施采取的是行政命令和禁令的形式。例如，刑法禁止盗窃和袭击他人。有些政策的实施采取的是经济激励（或抑制）的形式，如对可再生能源补贴、对某些活动收费、对汽油和烟草产品征税。还有一些政策的实施采取的是助推形式，即一些维护自由的方法：为人们指引特定的方向，但允许他们各行其是。近年来，私营及公共机构都对助推的使用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这是因为助推的成本通常很低，并且能够促进经济目标和其他目标（包括公共卫生领域）的达成。

在日常生活中，全球定位系统就是一个助推案例。这样的案例还包括：告知人们前一天摄入总热量的应用程序，通知消费者账单即将到期或第二天要与医生碰面的短信，闹钟，自动加入养老计划，电脑或手机的默认设置，信用卡账单及按揭自动还款系统。在政府方面，助推的应用包括：香烟的警告图示，能源效率标识或燃油经济性标签，食品上的“营养成分表”，“我的餐盘”计划（MyPlate）即为健康饮食而提供简单的指南，公共援助项目的默认规则（如获得免费校餐的贫困儿童的“直接认证”），向公众开放的大数据网站，以及政府网站上用大号字体标识的条目。

选择的自由

助推的目标在于使生活变得更简单、更安全或更易于应对，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路标、减速带、健康信息或金融信息的披露、教育措施、减少文书工作及公共警告都是如此。公职人员减少或消除文书要求，提高工作的简便性和透明度，这样就能减轻人们的负担；某些产品（如手机和平板电脑）使用起来更加直观且容易。因此，许多助推的目的在于确保人们在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或者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会感到麻烦或吃力。

诚然，一些助推可以被看作“温和家长主义”（soft paternalism）形式，因为它们可以引导人们朝着某个方向前进。即便如此，助推也是为了保护完全的选择自由而被特意设计出来的。全球定位系统会为人们指引特定的方向，但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路线。必须强调的是，影响人们选择的社会环境（或者说“选择架构”）永远都存在。助推与人类历史形影相随。新的助推通常会取代旧的助推，但不会在原本不存在助推的地方产生。

透明度与有效性

任何官方的助推都必须是透明公开而非隐秘的。透明度确实应被纳入基本实践。假设政府（或私营雇主）启动了一个让人们自动加入退休金项目的计划，或者假设有一个大型机构（如在政府办公楼内经营食堂的私营连锁商店或公司）决定让健康食品变得更醒目、更方便获取。在这两者情况下，相关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应被隐藏。政府决策尤其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审查。助推与行政命令和禁令相比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它避免了使用强迫。虽然如此，助推的实施也绝不该采取操纵或欺瞒的方式。与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行为相比，公众在助推方面的审查和监督权限不应更低。

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对助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例如，英国设立了“行为洞察小组”（Behavioral Insights Tearn，有时也被称作“助推小组”）；美国设立了“白宫社会和行为科学小组”（White Hous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如今已更名为“评估办公室”（Offce of Evalvation）。各国对助推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并非什么谜题。助推的成本通常较低（或为零），有时能即刻产生结果（包括大量的经济上的节约），它们能够维护自由，可以非常高效。在某些情况下，助推能比更昂贵、更具强制性的工具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例如，默认规则、简化，而且社会规范有时比重大经济激励措施的影响力更大。

对于退休计划而言，自动加入在促进效果和增加储蓄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消费行为方面，披露要求和默认规则（明确人们如果什么都不做会产生什么结果）可以使人们避免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节省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简化金融援助形式与为每位学生增加援助金额一样，能在提高大学入学率方面产生同样有益的效果。在用电量显著上升时，告知人们其用电情况及与邻居的对比情况同样能够促进节约。如果设计得当，信息披露可以避免经济和人身损失。政府信息的公开，即数据和绩效的披露能够防止低效，甚至可以抵制腐败。

助推的实证检验

对于所有政策而言（包括助推），依靠实证而非直觉、轶闻、愿望或教条是极其重要的。最有效的助推往往会引入行为科学（包括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此能够反映出人们对政府相关举措的反应的现实理解。但有一些政策，包括一些助推，从理论上看希望很大，但在实践中却惨遭失败。因此，实证检验，包括随机对照实验都是不可或缺的。糟糕的意外肯定也会出现，如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而明智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尽量提前预测到这些意外，并在发生意外时进行弥补。实证检验表明，有时候计划周详的改革确实有效，但做出一些变动或采取一些替代方案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精心控制的实验是助推的首要目标。幸运的是，许多助推实验可以低成本快速进行，并且可以进行连续测量和改进。其中的缘由在于这类实验有时只需对已有项目做细微的改动，并且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或较少的精力在当前的举措中做改动。例如，公务部门想要鼓励人们缴清欠税，他们可以对当前的催缴信做各种各样的改动，从而检验改动之后是否能有更好的效果。

10类重要的助推

助推的范围非常广泛，其数量和种类也在不断增加。以下是10类重要的助推及其说明。对于政策的实施而言，这几类助推很可能是最重要的。

1．默认规则（如自动加入教育、健康、储蓄等方面的计划）



默认规则也许是最有效的助推。如果人们自动加入退休计划，他们的储蓄就会显著增加。自动加入医疗计划或健康改善计划都能产生显著效果。各种各样的默认规则，如双面打印，可以促进环境保护。请注意，若非涉及主动选择（这同样是一种助推），某些类型的默认规则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反对使用这样的默认规则是错误的。诚然，让人们自主做出选择而不依赖于默认规则是有意义的。但在许多情境下，默认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求人们做出选择既麻烦又费时间。

2．简化（部分是为了促进现有计划的实施）



无论是在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复杂化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首先，它会造成混淆，并且可能造成违法；其次，它会增加成本，从而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最后，它会阻碍人们参与重要的项目。许多项目会因为复杂而失败或未达到充分的成功。一般来说，项目应该易于“通航”，甚至是直观的。在许多国家，形式和规则的简化是一个优先事项。简化的效果很容易被低估。在许多国家，重要项目（包括教育、健康、金融、贫困和就业项目）的益处由于复杂程度过高而被大大削减了。

3．社会规范的使用（强调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如“大多数人打算参与投票”“大多数人按时交税”或“90%的酒店客人减少了毛巾的使用”）



最有效的一种助推就是告诉人们大多数人在做什么。如果这类信息尽可能地本地化和详尽，如“你所在社区的绝大多数人都按时交税”，那么它的效力就能最大化。社会规范的使用可以减少犯罪行为及有害行为（如酗酒、吸烟和歧视）。诚然，有时大多数人或许多人会做出不良行为。此时，强调大多数人认为人们应该如何行事而非实际上如何行事是有益的，如“在爱尔兰，90%的人认为应该按时交税”。

4．增加易用性和便利性（如让低成本的选择或健康食品显而易见）



人们通常会做简单的选择，因此精辟的口号是这样说的：大道至简。要想鼓励某种行为，减少各种障碍（包括减少理解该做什么所需的时间）是有益的。拒绝改变通常不是因为不同意或怀疑，而是因为感知到了困难或不够明确。同时，如果简单的选择还很有趣，那么人们更有可能做到。

5．披露（如披露与能源使用相关的经济成本或环境成本，某些信用卡的全部成本，大数据）



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曾经说过，“据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而披露可以让市场和政府更加“干净”。1对于消费者而言，如果披露的信息易于理解和获取，则披露政策将会非常有效。简化极为重要。感兴趣的人可以在网上获取更加详细和完整的披露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披露可以用来检查私营或公共机构的粗心、疏忽、无能、不法行为和贪污情况。“开放政府合作伙伴”（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如今已覆盖数十个国家，这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将开放作为促进实质性改革的工具所做出的努力；各国必须制定包含提高透明度新政策的国家行为规划。

6．警示、图示或其他方式（如香烟警告）



如果涉及严重风险，最好的助推可能是私下的或公开的警示。大号字、粗体字和鲜艳的颜色可以有效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关键在于，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警示正是利用了这一事实。警示的优点之一在于它可以阻止人类本性中不切实际的乐观倾向，并即刻增加人们关注长远的可能性。然而，这也存在着一种风险，即人们可能会忽视警示（“我没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积极信息进行实验也合乎情理。例如，为某些倡导行为给予奖励，哪怕奖励的不是金钱，就像某些应用程序会进行统计和发送祝贺。研究还表明，如果警示还附有可以降低相关风险的具体步骤，如“你可以通过某些行为来降低自身的风险”，那么人们忽视警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7．激发执行意图（“你打算投票吗？”）



如果有人激发了人们的执行意图，那么这些人更有可能参与某项活动。在健康方面，一个关于未来行为的简单问题，如“你是否打算让孩子接种疫苗？”就能产生明显的效果。强调人们的身份也很有用，如“过去的做法表明，你是一位选民。”

8．预先承诺策略（人们为某种行为做出承诺）



通常人们都会制订一些目标，如戒酒或戒烟、参加某项生产活动或存钱，但他们的行为又无法使这些目标达成。如果人们预先承诺采取某项行动，如参加戒烟计划，则更有可能根据目标来行事。值得注意的是，及时地为未来某个确切时刻的某种具体行为做出承诺能更好地激励行动并减轻拖延症。

9．提醒（如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提醒逾期账单、即将到期的债务或约会）



人们脑海中的事情总是很多，他们没有采取某些行动（如支付账单、服药或赴约）的原因有可能是懒惰、拖延、抵触，以及忘记。提醒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提醒而言，时机非常重要；确保人们能够按照信息立即行动也很关键，尤其是在偶然忘记的情况下。有一种密切相关的办法是提示选择，人们不需要做选择，而是被询问是否愿意做选择。例如，是否愿意选择清洁能源或新能源供应商，是否愿意选择电脑的隐私设置，或者是否愿意成为器官捐献者。

10．告知人们过去所做选择的本质与后果（美国的智能披露）



私营和公共机构往往拥有关于人们过去所做选择的大量信息，如人们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记录或电费账单。问题在于，个人通常缺少这些信息。如果人们能获取这些信息，他们的行为就可能会发生改变，能让市场更好地运行并节省大量资金。例如，如果人们知道去年的电费，那么他们就能采取措施，降低未来在这方面的支出。

实施助推的最佳方法

实施助推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当然可以完全依靠现有机构。我们可以假设存在这样一个系统，现任的公职人员，包括领导和高层人员，都在运用他们对助推的理解。例如，相关研究可以由促进竞争力、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消费者保护和经济增长的机构，或减少私营和公共腐败，以及消除贫困、传染病和肥胖的机构主持。身居高位的公职人员通常关注的是具体问题而不是抽象理论，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研究，至少可以偶尔利用一下。

如果相关公职人员既有知识又有实权，他们就不仅仅是研究团队或智囊团（即便是个人，如果被赋予了适当的权力和使命，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或许可以发起重大改革。有一种模型是这样的，相关公职人员不参与新研究，至少不会大量参与。他们会在已知的基础上构建模型，并且有可能与私营机构中处理同样问题的人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伙伴关系。重要的是，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因为它不需要新的办公室或大量的额外资金，只需要关注相关问题和工具，以及恰当的任命即可。在美国，采用包含各种助推的此类方法已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那就是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如建立一个行为洞察小组、助推小组或其他类似的机构。此类机构的组织方式、形式及规模各有不同。在极简的模型中，会有一个由资深人士组成的小团队，他们让相关的发现开花结果，并且也可能参与或促进自身发起的研究。在更为宏大的模型中，团队的规模可以更大，他们会参与大范围的相关研究。行为洞察小组可以被设立为政府的正式部门（这是首选模型，以确保真正产生影响），或者仅担任咨询的角色。

无论具体情形如何，此方法的优势在于它拥有一个专职的、专业化的团队，他们消息灵通、拥有设计实验的专业技能，致力于相关的工作。如果团队可以与其他人合作开展研究，包括随机控制实验，或许可以产生重要的研究结果。而这也存在风险，因为这样的团队通常是学术兼职团队或局外人，没有能力激发或发起真正的改革。权力是极其重要的。英国在采用此类方法方面的经验最丰富，它的成功部分源于获得了高层的支持和授权。

在这个议题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但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拥有专职团队是值得的。当然，以上两种模式或许可以相辅相成。


第5章
助推与选择

有时你在大城市乘出租车去机场，司机很有可能会问你：“你想走哪条路？”不出意外的话，你可能不太喜欢这个问题，甚至有可能憎恶它。毕竟，如何到达机场是司机需要考虑的事情，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有全球定位设备。对于你而言，做选择就像一种心理上的赋税，这肯定是一种认知税（因为需要思考），并且还有可能是一种享乐税（因为思考如何到达机场并非乐事）。当然，这种税并不重，但它极有可能是不受欢迎的。

如果医生或律师向患者或客户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们的反应也许会是：“对于其中的部分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帮我做决定？”如果情绪强烈或者问题很棘手，这种享乐税和认知税就会很高。如果政府公职人员要求人们为参加培训或获得某项福利而填写复杂的表格，这种税就会产生抑制作用，至少对部分人来说会产生这种效果，甚至会导致人们放弃申请。因此，复杂的表格填写要求不仅仅是一种文书负担，还会危害甚至完全阻碍潜在的项目。

对此，我们需要思考3个问题：

1．一家线上服装公司正在进行决策：一是采用具有隐私默认设置的系统；二是要求初次使用的用户明确隐私设置，然后才能访问网站。

2．一家大型用人单位正在以下选择中徘徊：第一，让员工自动加入医保计划；第二，在征求员工同意的情况下让他们加入医保计划；第三，告知员工必须在入职前明确是否愿意加入医保，如果愿意则选择其中的一类。

3．一家公共事业公司正在决策：为消费者选择采用“绿色默认设置”，成本稍高，但使用的是环保能源；或者采用“灰色默认设置”，成本稍低，但不如之前的选项环保；又或者，询问消费者愿意采用哪种能源。

在以上案例及其他无数案例中，公共机构、私营机构或个人都在对是使用某种默认规则，还是要求人们做出主动的选择进行决策。对于拒绝家长主义、珍视自由选择的人来说，主动选择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的确，主动选择似乎比任何一种默认规则都要好得多，因为它尊重个人的自主性，有利于推广责任理念，可呼吁行使个人自由。它似乎反映了对人类尊严的维护。

鉴于以上因素，人们很容易认为主动选择应该占据首要位置，特别是当它还能够提升或“增强”人们的能力，为其提供信息，或提升其统计素养时。人类的大脑分为两个系统，系统1：直觉思维系统；系统2：理性思维系统。1理性思维系统会告诉你，航空旅行是非常安全的，哪怕直觉思维系统认为飞机不能长距离飞行。或许最佳的办法是强化理性思维系统并坚持主动选择。

近年来，人们针对自由选择、家长主义、行为经济学、个体自主性、默认规则的使用及选择架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通过援引最新的行为研究成果，有人提出，由于人们会以可预见的方式犯错并为自身带来严重后果，某些家长主义近来变得合理起来，尤其是当它保全了选择的自由时，正如在“助推”或“自由家长主义”理念中所体现的那样。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正是由于这些错误，才需要采取某些形式的强制措施来增进人们的福祉。他们相信，最终关于拒绝选择或非自由式家长主义的观点会不断增强。2

在此，我的核心目标在于动摇那些反对意见并指出它通常是一种错觉。其核心原因在于人们往往选择不做选择，而强迫他们选择则是一种赋税。在许多情形中，坚持主动选择或强迫人们选择其实就是一种家长主义，而非反面。在可以想象的假设下，任何要求他人做出选择的做法都符合家长主义的标准定义，并且与家长主义最常见的反对做法相矛盾。很多人相信，在许多情境下，做选择既劳神又费钱。有时他们选择不做明确的选择，有时他们宁可向那些愿意代替他们做选择的人支付可观的费用。他们主动选择了不做选择。

有时人们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他们没有主动选择任何东西。但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中，他们偏向于不做选择，并且在被问到时也会如此回答。回想一下乘出租车去机场，或者与医生和律师互动的案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多。他们或许担心自己会犯错误。或因为太忙而导致“带宽”不够用，因而认知资源受限，不愿意缴（认知）税。3他们也可能是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特定问题而非其他问题上，或者认为选择会消除这种自由。更或者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信息量不足和自身存在的行为偏差（如不现实的乐观主义）。他们可能发现无论是从经验、道德还是其他方面来说，潜在的问题令人困惑、畏难、痛苦和烦恼。他们也许并不喜欢做选择，甚至是不想为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至少对于他人而言是间接的）。4也许他们预料到了自己将会后悔从而试图避免。

但即便人们情愿不做选择，许多私营和公共机构基于主动选择对人们有利的立场，依然赞成和促进主动选择。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坚持这一信念。有时，作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种方法，主动选择是必需的（人们不能将投票权委托给他人），但有时它也是一种保护那些选择不做选择以避免自己犯错的人的手段。其中心思想在于，哪怕人们不愿意做选择，他们也应该进行选择。机构或许认为选择能够锻炼人类的某些肌肉，或许认为选择有助于人们学习。如果机构对于要做出选择的偏好凌驾于选择者（那些不愿意做选择的人）之上，那么主动选择就成了家长主义。因为它凌驾于人们本身对于什么是好的，或什么最能增进自身福祉或自由的判断之上了。

可以肯定的是，保姆式的美国州政府会禁止选择，但同时他们也禁止不做选择的选择权。促进选择或要求选择或许是比较受欢迎的，但这些其实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们都是家长主义。

如果人们在不想做选择的时候被要求做出选择，主动选择就成了非自由家长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人们本身的选择被否定了。我们应该看到，在很多案例中，许多赞成主动选择的人都是在强制要求，从家长主义的立场来说这或许会践踏人们不做选择的权利。如果人们宁愿不做选择，要求其选择就是一种强迫——虽然它或许披着一层合理的外衣，至少在不做选择不会被征收高额赋税，不会增加犯错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对于促进人们学习和发展自身偏好有着重要意义的时候是这样。

相反，如果询问人们是否愿意做出选择，并且可以选择退出主动选择（如赞成默认规则），那么主动选择就成了一种自由家长主义。在某些情况下，这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公司或许会询问人们愿意自己选择电脑的隐私设置还是使用默认设置，愿意自己选择电力供应商还是使用默认供应商。

在这种方式中，人们就可以在默认设置和自身偏好之间做出主动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自由得到了完全的保障。我们可以称之为简化版的主动选择。简化版的主动选择有一些优势，它既可以避免来自默认规则的压力，又允许人们在愿意的情况下使用默认规则。在未来，我们应该看到，并且我们应该希望看到，许多机构，无论是公共还是私营机构，都会采用这种方式。

然而，这种方式并非万灵丹。它本身就是一种赋税，哪怕是一种很低的赋税。我们有必要承认，无论何时，公共或私营机构让人们进行选择都有可能是在践踏他们不做选择的权利，从而变成要求进行选择的家长主义。即便是在人们被问到是否要做选择时，也是如此。出租车司机哪怕只是询问：“你能告诉我怎么走，还是愿意让我选择路线呢？”乘客也必须集中注意力。毕竟，他们或许不希望做二阶选择，因此情愿选择默认规则。如果这么说还不够清楚，请想想那些征求答案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对人们稀缺的认知资源进行征税。

就此而言，要求人们在主动选择和默认规则之间进行选择这种看似明显的保全自由的方法其实是典型的非自由主义。如果这种说法并非不言而喻且听起来有点刺耳，那是因为主动选择的理念对于人们来说是如此熟悉和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因而让人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它是一种许多选择者并不喜欢的选择架构，至少在不熟悉或困难的情境中如此。

主动选择的意义

许多赞成主动选择的人认为，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以及各种选择的决策者不应受到政府的影响。当然，他们承认，生产者会在市场中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他们主张如果不涉及第三方、武力和欺诈，政府就应该保持中立。他们拒绝政府的家长主义。

公职人员要求商家提供准确的信息以确保消费者充分了解自己的选择，这或许是合法的，进行提示也是合理的。但有人认为，如果政府试图通过默认规则或任何形式的家长主义等其他方式助推人们往政府所偏好的方向走，那么它就会失了分寸。尤其是这些人偏好主动选择，并且希望鼓励这种选择时。即便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公共机构，但对私营机构也会持有同样的意见。

然而，主动选择意味着什么呢？“要求”人们明确自身的偏好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如果说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那些坚持认为默认规则必不可少的人是不会同意的。即便选择架构师试图推广主动选择，他们也必须指明如果人们拒绝选择的后果是什么。难道答案不就是（拒绝之后要选）默认规则吗？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一些默认规则最终是必不可少的。选择架构师必须指出如果人们拒绝选择的后果，而这是助推的批评者们时常忽略的一点。选择架构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摧毁主动选择与默认规则之间的差异的工具。为了说明缘由，我们可以考虑以下3种可能性。

1．对那些拒绝主动选择的人进行刑事或民事处罚。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会同意这种观点：如果有人拒绝选择，那么他们应该被处死、监禁、罚款或受到其他处罚。对于不做选择的一般处罚是他们无法得到某种商品或服务。但也有例外。在某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及1970年之前的荷兰，如果有人不投票，那么他们就会受到民事处罚；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因为拒绝主动选择而受到了惩罚。同样，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一项规定（如今已被废止）曾要求人们加入医疗保险，否则将会以税务罚款的形式进行处罚。如果人们被要求加入医疗保险，一般来说，他们也会被要求选择特定的医保方案。

关于主动选择，这些案例都采取了同一种做法：人们被迫按照同一维度进行选择（给谁投票及选择哪种医保计划），但被禁止按照其他维度进行选择（是否投票或是否加入医保）。但是，只要有一种选择是必须的，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是强迫选择。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强迫选择可以作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手段，因而被合理化了，其理由是：除非大多数或所有成年人都进行投票，否则民主系统将有可能受到损害；医保系统需要广泛的参与。

单纯从家长主义的立场来说，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为两种强迫选择进行辩护的理由。例如，为了保护人们免遭灾难损失，他们应该被要求加入医保；为了确保他们选择正确的医保计划，人们应该被要求选择他们应该选择的计划。当然，第二种家长主义反映出了对于个人能动性的尊重，而第一种却没有。但根据合理的假设，这两种形式都有道理，并且它们之间并不矛盾。

我们还可以想象其他的如果人们不做选择就会受到处罚的情形，虽然我们也承认，其中的部分案例看起来更像科幻小说而非真实故事。而现实中，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案例，如人们必须选择是否捐献器官，否则将面临刑事处罚；或者必须为电脑选择隐私设置，否则将要接受民事制裁。人们很少会因为不做选择而受到处罚，这个事实似乎说明了一个默认的共识，即在自由社会中，这样的选择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这其实是消费者主权的合法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原因与知情权有关：人们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其他人不应该替他们做选择，即便这个选择是不做选择。我坚持认为，那些声称尊重个人选择权的人并没有充分强调这一点。

2．对相关或辅助事项进行主动选择，以此作为获得某种商品或服务（或工作机会）的条件。

有时，主动选择是强制性的：如果人们不对一些问题做出主动选择，那么就无法获得某种商品或服务，哪怕这种商品或服务从狭义上来说与他们被要求进行选择的主题无关。我们可以想象，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求进行主动选择）与需要选择的特定商品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体。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联系，如人们被告知，除非他们指明自己想要哪种汽车保险，否则将无法租车。再如人们被告知，除非他们设置一个密码或表明自己在隐私设置方面的偏好，否则将无法使用电脑。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是很典型的。在市场中，卖方有时会要求买方必须针对某些相关问题做出主动选择，这样才能获得或使用某种产品。

相反，如果人们被告知只有明确自己的退休计划才能在某些单位就职，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会变得较弱。如果人们被告知，必须表明自己在器官捐献问题上的偏好，否则将无法获得驾照，那么这种联系就会更弱。如果人们被告知必须选择自己电脑的隐私设置偏好，否则将无法登记投票，那么这种联系将会进一步减弱。

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人们被要求做出选择的问题与他们刻意寻求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某些案例中，选择架构师要求的是对真正具有辅助功能的问题做出主动选择。请注意，在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此类案例中，对于主动选择的要求具有强烈的强制性维度，因为需要选择的好处是人们无法轻易拒绝的（如驾照、工作机会或投票权）。实际上，选择架构师正是利用这种益处来确保人们在其他问题上做出主动选择。

从规范的角度来说，我们或许需要区分一下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也许，私营机构由于受到市场力量的约束，需要与其他机构在此方面进行自由竞争，而公共机构应该在要求人们做出选择之前多思考一下，除非需要选择的商品或服务与主动选择的目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3．对商品、服务或工作机会做出主动选择，以此作为获得商品、服务或工作机会的条件。

对于大多数消费决策而言，人们拥有许多选项，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或多个。如果不做选择，他们就无法获得相关的商品或服务。他们不会默认购买苏打水、平板电脑、手机、鞋子或钓鱼竿。事实上，这就是自由市场的标准模式。在人们逛网站、餐馆、杂货店或电器商店时，他们通常会被要求做出主动选择。可以将默认选项理解为如果人们什么都不做就会发生的结果，在这里就是什么都不购买。除非做出主动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得到任何商品或服务。在就业市场亦是如此。通常人们不会对某些工作设置默认选择，至少从正式意义上来说不会。他们拥有一系列选项，如果不选择其中一个，那么他们就不会被雇用。因此，自由市场通常要求人们做出主动选择。

在这种情形中，没有什么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其中卖方假设或推测人们想要某些产品，并且买方必须被动地付费。假设销售员拥有充足的信息，知道约翰逊想要购买哈兰·科本（Harlan Cobe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或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的一本新书，或者史密斯想要购买某款平板电脑的新版本，拉莫特想要购买某款运动鞋，乌尔曼想为宠物狗购买某种产品，威廉姆斯在牙签用完后想要购买同款产品。再假设卖方的判断从不出错，或者说几乎不出错，那么安排默认购物究竟是令人反感的或具有干扰性的，还是具有很大的益处？科技的发展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这个问题。

有一种很不错的说法认为，要求主动选择的最有力的理由在于，足够可靠的可预见性的购物算法并不（尚未）存在，而主动选择是对抗错误购买的无可取代的保障。算法的使用并不（尚未）符合那些可能被（默认）指定的购买者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关于主动选择的观点根植于这样一个信念：明确同意能够防止犯错——如果有可靠的技术，就可以进行“被动购买”。我们已经在接近这种可能性，在某些方面或许已经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但只要这种技术还不存在，被动购买就无法被人接受。有这样一种假设：一旦可靠的算法真正出现，我们将在诸如上一段购物之类的案例中看到更多的支持。

选择者的选择

如上节所示，私营和公共机构或许都会选择第2种可能或第3种可能，当然只有政府能够选择第1种可能。我们应该清楚，主动选择并非无法避免。机构可以选择某种默认规则，指明如果不做选择的后果是什么，而不是强行让人们主动选择。当然，第2种可能和第3种可能都伴随着一种默认规则：除非人们做出主动选择，否则他们将无法获得商品、服务和工作。但其他方式可能也是可行的。

举个例子来说，那些获得驾照的人可以自动成为器官捐献者，或者开始在某个公司工作就会被默认加入某个退休计划或医保计划。这些案例并非只是虚构的。或者，那些做出主动选择以便购买某种产品的人或许可以参加定期收到相似产品的项目，无论他们是否做出主动选择。每月一书俱乐部采用的正是这类策略。

主动选择购买产品可能还会产生与该产品无关的默认规则。例如，购买某本书产生了加入医保计划的默认设置，或者加入医保计划的主动选择产生了加入读书俱乐部的默认设置。在极端案例中，如果披露不够充分，这种方式就有可能是一种欺诈。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些情况中，这种方式可以追踪人们的偏好。

例如，假设有一家私营机构得知购买甲产品（如某类音乐）的人也有可能喜欢乙产品（如某类书）。各种建议、默认的广告、默认的政治见解，甚至默认购买都有可能是受欢迎的，并且符合人们的利益，尽管这种联系或许看起来并不常见。例如，美国的一个音乐网站会追踪人们的音乐偏好，并且可以从中推断出用户可能的品位和对其他事物（包括政治）的见解。5

我们还可以想象人们被明确要求选择是否要做选择的情况。消费者会被问道：你是否愿意选择手机设置，还是选择最适合大多数人或最适合你这一类人的默认设置？你是否愿意选择自己的医保计划，还是选择最适合你这一人口类别的默认计划？在这些情况中，许多人或许会决定选择默认规则，从而拒绝选择，因为二阶愿望是不愿意做选择。他们或许不信任自己的判断，或许不愿意学习。这类问题或许会让他们感到焦虑。他们或许还有其他更愿意做的事情要做。

简化版的主动选择，即包含默认规则选项的主动选择，具有很好的前景和吸引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它避免了默认规则包含的许多影响，还因为它在高度尊重自主权的同时也让人们能够选择默认规则。对于手机设置或医保计划而言，主动选择者可以在愿意的情况下做出主动选择，而其他人则可以（主动地）选择默认规则。

然而，这类问题同样也是一种侵犯和赋税。因此，至少对于那些真的不愿意做选择的人而言，这并不是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他们是被要求进行选择的。至少有部分人不愿意必须在主动选择和默认设置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在两者之间，他们更喜欢默认规则。即便是主动选择也许需要花费时间，并且会增加成本，因而有些人或者许多人也不愿意花费这些精力。从这方面来说，想象中的自由家长主义，即在主动选择和默认设置之间进行主动选择，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非自由主义维度。这个结论会直接将我们引入下一个话题。

促使选择的家长主义

现在转向本人论点的核心部分，它很简单：那些赞成主动选择的人，以及那些强迫他人做选择的人通常会表现出家长主义的行为，至少在他们要求人们选择而人们不愿意做选择的情况下是这样。由于这样的情况无处不在，所以从相应的意义上来说，那些要求他人做选择的人的作风就是家长主义。与在其他情况中一样，家长主义或许有其必要性，促使选择的家长主义或许能带来自主权和福利，但它或许会遇到家长主义在其他情况中所遇到的同样的反对意见。然而，我们将会看到，促使选择的家长主义还有一个独特的好处。

家长主义

在人们不愿意选择的时候，要求他们主动选择是不是一种家长主义的做派？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对家长主义进行定义。这方面的文献很多。6我们暂且把最难的问题放在一边，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已经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但很明显，家长主义做派的统一主题是私营或公共机构不相信人们的选择能增进他们自身的福祉，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来影响或改变人们为了自身利益所做出的选择。

拥有这种定义的家长主义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那些拒绝家长主义的人通常会提到福利和自主权的问题。他们倾向于相信个人能对符合自身利益、增进自身福祉的事物做出最佳判断，而外人不应干涉，因为他们缺乏关键的信息。7在谈到福祉问题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强调这是包括政府公职人员在内的局外人的主要问题。穆勒坚持认为，个人“是对自身福祉最感兴趣的人”，而且“普通男性或女性拥有无与伦比的获取知识的手段，其他任何人都望尘莫及”。8社会试图推翻个人的判断，它是基于“一般性推论”做出的，这些推论“或许全都是错的，即使是对的，也有可能被错误地运用到了个人情况中”。穆勒的目标在于确保人们的生活如意，并且他主张，对于政府而言，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允许人们去寻找自己的道路。

穆勒提出了一个关于福祉的论点，其基础是认为个人更具信息优势。但是还有一种关于自主权的独立观点，这种观点强调，即便人们并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并且人们会做出糟糕的选择，但他们也有权利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至少只要不伤害他人或者不涉及集体行动困境就可以。选择的自由具有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价值。家长主义是对个人尊严的一种侵犯，是婴儿化的一种形式，是在试图消除人们独立自主的能力。

强迫人们进行选择的家长主义者

无论这些关于家长主义的异议是否完全令人信服，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是否及如何将这些异议适用于推翻人们不做选择的选择行为，似乎涉及合理性的问题。或许那些希望人们进行选择的人的行为一点都不像家长主义，或许他们是在试图促进自我决策并且对人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尊重。

这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回想一下出租车司机的案例，他们正是这么做的，而且还惹起了乘客的怒气（“为什么你选择那条糟糕的路线？”）。让患者和客户做出选择的医生和律师与此类似。如果公职人员促使或要求人们做出选择，他们或许认为其目标是避免出现此类家长主义。他们关注穆勒的担忧或类似的问题，坚持认为对个人自主性的尊重需要一则四字声明：你来选择。这跟家长主义有何相干呢？

然而，经过反思，对家长主义的反对意见非常有效，因此促使选择的家长主义和要求选择的家长主义本身并不矛盾。如果一位局外人告诉人们必须做出选择，那么局外人就是在拒绝人们关于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构想，从而危及他们的利益（在穆勒论点的前提下）并拒绝尊重他们的自主权。人们可能出于多种原因而拒绝做出选择。在他们看来，选择不做选择是因为这能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利益，并且他们希望这种选择能够得到尊重。他们可能有一个直观的框架：希望能够最大化地降低选择成本和犯错成本。如果选择会带来很高的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于认知税或享乐税），他们或许不愿意这么做，除非这些成本能够很好地降低犯错成本。如果他们认为有人（出租车司机、雇员、公职人员）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就会觉得降低犯错成本的最佳途径就是不做选择。他们可能会委托其他人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他们可能会将自己视为委托人，并以自信、满足或愉悦的态度委托代理人进行选择。

更具体地说，他们可能认为，在当前背景下，自己缺乏相关信息或专业知识，担心自己会犯错；也许只是不喜欢做选择这种行为而更乐意让别人替自己做决定；或许太忙了，也或许是不希望产生选择带来的情绪成本，尤其是在需要痛苦地或艰难地思考的情况下（如器官捐献或临终关怀）。他们或许会发现委托是一种解脱，甚至乐趣；他们或许不希望承担责任；他们或许不想因后悔做了决定而付出精神成本。这样的原因还有很多。主动选择会使选择者背负选择的责任，并因此使选择者的利益减少。

在日常生活中，在数不清的事情上，人们会顺从他人，其中包括朋友和家庭成员，并且这通常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在普通的关系中，人们会从默认规则的功能等效中受益，有些是明确表达的，有些则不是。例如，在婚姻中，某些决定（如管理财务或规划假期）默认是由丈夫或妻子去做，他们有权在特定的情况下选择退出。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与人们在面对私营或公共机构时选择不做选择有着相似之处。他们可能希望租车公司、医疗服务人员或雇主能代替自己做一些选择。事实上，人们通常愿意支付高额的费用来让别人做这些决定。但即使不涉及明确的支付或代理权的授予，人们可能也会宁愿被免除选择的义务，因为这种免除会降低决策成本或犯错成本，或两者兼有。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琼斯认为他不可能为自己的退休计划做出很好的选择，又不想通过学习获得这种能力，因此他偏向于（选择）由相关专家选择的默认规则。用穆勒的话来说，难道琼斯不是最了解自身情况的吗？穆勒坚称：“普通男性或女性拥有无与伦比的获取知识的手段，其他任何人都望尘莫及。”9

或者，假设史密斯特别忙，希望将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非正确的医保计划或计算机隐私设置。难道穆勒的观点不支持尊重史密斯的选择吗？无论选择者选择了什么，福利主义者的观点似乎都要求尊重选择者的选择，即便这种选择是不做选择。如果我们对于自由选择的信仰是建立在只有人们自己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基础之上，那么当人们自由地选择不做选择时，这种观点也应该支持并尊重他们的决定。

或者可以从福利转向自治和尊严方面的来考虑。假设温斯顿行使自主权，决定将决策权下放给其他人，从而放弃选择权，如在涉及医保、能源供应商、隐私设置或信用卡计划等情况中。如果私营或公共机构拒绝尊重这种选择，这是对温斯顿尊严的侵犯，还是维护？至少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尊重自主权，那么需要尊重人们是否及何时做选择的决定。鉴于人们要做无数决定，这种观点显得特别合理，他们可能会通过关注对自身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无聊的或者困难的事情来决定是否愿意行使自主权。

但人们是否真的会因默认规则的存在而感到困扰，或者说如果他们意识到默认规则已经为他们做了选择，他们是否会感到困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完备的答案；默认设置和信任程度毫无疑问是相关的。但请注意，根据临终关怀的经验发现，即使人们被明确告知默认规则的存在，并且因默认规则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而选择了默认规则，但实际上也没有影响人们的行为。10这个发现说明人们会对默认规则感到不舒服，即便他们意识到选择架构师选择了它们，并且它们被选择是因为其具有显著效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默认规则的透明度不会降低其效果。11

选择的自由

诚然，我们可以想象在艰难的情况下，选择不做选择似乎是对自由的放弃。在最极端的案例中，人们可能会选择以某种基本方式放弃自由，就像“9·11”事件之后那样。在次极端的案例中，人们可能会选择不投票，这并不是说不出现在投票站，而是（正式地）将他们的投票权委托给他人。此类委托是不被允许的，原因之一是这也许会破坏投票制度的内在逻辑（部分原因在于这种行为会产生禁止兜售投票权原本已经化解的集体行动困境），但也可能是因为个人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或者，人们可能会因为尊重宗教信仰或未来的配偶而选择不做选择，也可能会将这些选择委托给其他人。在涉及人们生活的核心问题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选择的自由不能被放弃，人们必须自己做出决定。

我们无法轻易指出哪类情况属于此类别。人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很好的辩论。但即使该类别范围很广，这也不该成为对“出于对自主权的考虑，人们应该被允许在一些领域不做选择”这一主张的普遍反对。

非对称

促使选择的家长主义并不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说辞，但它可能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并且在某些方面与家长主义的形式完全不同：不促使选择，积极劝阻选择，禁止选择。第一类的案例很常见，如默认规则的案例；第二类则包括用来劝说人们委托权力而非亲自选择的警告或提示。第二类的案例确实少见，但我们绝对可以想象出在金融或医疗抉择方面的案例；第三类的案例也很常见，是那些反对家长主义的人最常用的靶子。

那些赞成促使选择的家长主义的人可能会承认上面一段话的合理性，但也会抗辩说我们实际上讨论的是辩论者的观点，甚至是一种双关语。他们可能会指出其动机明显具有吸引力，并且只要促使选择，对家长主义的关注就会被削弱甚至消除。我曾指出这些关注非常重要。但那些赞成主动选择的人可能会说，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表现出不尊重选民或以任何方式侮辱他们，相反一直都在尊重他们。

这些人也可能会补充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选民的福利。当然，还需要警惕选择架构师犯错的风险，他们可能会对个人情况的重要性一无所知、有偏见或忽视，并可能声称自己是穆勒最忠实的追随者。即使承认有些人会选择不做选择，他们也可能会提出这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将机场路线委托给出租车司机做选择的决定可能并非是错误的，但涉及自己的医疗保健或财务状况的决定呢？

其中有些观点是合理的。没有人怀疑那些不想选择的人可能会反对那些试图影响或推翻他人欲望的局外人或中间人。但确实，促使选择的人拥有独特的动机，这与尊重选择者有关。这就引出了正当性的问题。

家长主义是正当的吗

福利

即使选择者自由选择不做选择，这种选择也可能会不符合选择者的利益（选择者会对利益做出定义）：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因此，促使选择甚至要求选择的家长主义可能也有福利主义的理由作支撑。或许，选择者选择不做选择仅仅是因为自己缺乏重要的相关信息，这表明默认规则可能是有害的或者选择架构师是无知的或不值得信任的。也或许他在承受着某种形式的有限理性。行为市场失灵通常被理解为由人为失误引起的非标准性市场失灵，它可能会影响不做选择的决定，就像它可能会影响做选择的决定一样。

例如，一位非选择者或许会因为在最近的选择中犯了错并对此产生了过度反应而受到可用性偏差的不良影响。又或许选择者是短视的，并且受到短期选择成本的过度影响，进而低估了可能非常大的长期利益。现状偏差可能会对不做选择的决定产生影响。人们可能会面临人际关系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前期所做的选择会在后期损害其福利。

但对于那些基于福利主义立场而拒绝家长主义的人来说，这些顾虑通常是提供更多和更好的信息的理由——这不是为了阻止人们做出选择，包括不做选择的选择。或许选择者应该受到助推而进行选择。促使选择的家长主义，作为自由家长主义的一种形式，可能会比要求选择的家长主义更受欢迎。

从福利的角度来看，支持促使选择或支持要求选择的观点在广义上与促使或要求任何其他行为的观点是一样的。当然，福利主义者反对家长主义或许是错误的。我们能够轻易地想象，基于福利的理由，家长主义是十分正当的。我们尊重他们反对的权利，但问题在于选择不做选择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出错？理论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某种特定选择会特别容易出错。鉴于人们容易过度自信，不做选择的选择甚至可能是正确的，这会给要求选择的家长主义带来严重的问题。对个人犯错的顾虑似乎最多可以用来支持促使选择的家长主义，而非更加咄咄逼人的家长主义。

考虑一下这方面的证据：人们花费太多时间试图做出正确的选择，正是这样才导致了重大的福利损失。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低估了选择和扩大利益的时间成本，造成“在预测拥有更多选择自由（相对于更少选择自由）在任务绩效和任务方面产生的情感影响时出现系统性错误”。12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系统性错误，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人们可能会基于福利缘由，在不应该做选择的时候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具有内在价值，那么人们会选择在自己能做得更好的情况下进行某种形式的授权，至少在物质方面会如此。

我的目标不是为福利主义者在面对家长主义时所持有的拒绝立场背书；我只是想指出这些基本论点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家长主义，包括那些会干扰不做选择的决定的家长主义。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福利主义者宁愿干扰别人的选择；他们很可能是自由家长主义者，也可能是非自由家长主义者。最简单的一点是，代表选择自由的典型福利主义者的论点适用于那些（自由地）选择不做选择的人，并且那些想要干涉这种选择的人很可能是家长主义者。以福利为理由的家长主义是否正当取决于具体情况。

自主权

我们已经看到，从自主权的角度来说，对不做选择的决定进行干预肯定是令人反感的。当出租车司机要求乘客做出选择，他们或许正在侵犯乘客的自主权；当乘客说“你决定吧”时，他是在行使自己的自主权。允许选择者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他们愿意注意的地方，这是一种尊重，也是对于其尊严的认可。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最明显的例外是那些将选择视为对自由的背离的情况。或许也还存在其他例外情况。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促使选择或要求选择的家长主义是否通常会因为自主权的缘故而具有正当性？雇主或许认为员工应该自己选择医保计划，这样他们的能动性能够得到锻炼和提升。这不仅涉及医保计划，还涉及需要统计素养的一系列广泛选择。对于医疗事务而言，最好能通过提供简单的信息或教授人们相关统计知识来提升其能力，并秉持这样的信念：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将会提升人们在多个领域的自主性。在退休计划的案例中，类似的考量也会支持主动选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以上种种表明，如果目标是为了尊重或提升自主性，我们应该拥抱还是拒绝促使选择的家长主义并没有定论。从一方面来说，人们在决定何时及是否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在行使自主权。事实上，这是行使自主权的基本途径。这也是拒绝保留选择的家长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做选择就像身体的肌肉，可以在使用中不断得到强化。对于选择架构师而言，最普遍的建议是，出于自主性的理由，人们应当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做选择或不做选择。但在某些情形中，提升自主性本身可以用以证明影响或推翻不做选择的决定的正当性。这种观点的可靠性取决于在特定情况下因自主性而促使选择所具有的价值。


第6章
助推与福利

某些助推措施旨在减少经济外部性：试想一下让人们关注环境的燃油经济性标签，或者让人们自动使用绿色能源的默认规则。但是，许多助推措施旨在提升人们通过选择为自身带来更多福利的可能性。助推的核心目标在于“自主判断，提升选择者的利益”。1社会规划师或选择架构师对于什么能让选择者更加受益有着自己的理念，但在我们看来，其指导原则在于让人们自己做判断。更确切地说，其指导原则就是福利，而人们自身的判断是检验助推是否能提升他们的福利的一个良好（即使不完美）途径。

最后一句话会引发很多质疑，并且对“自主判断”（As Judged By Themselves）标准中潜在的歧义感到疑惑肯定是合情合理的。重点自主判断是选择者在助推之前还是助推之后做出的？如果助推改变了人们的偏好，使他们喜欢助推所产生的结果，但他们之前并未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该怎么办？如果偏好是由相关的选择架构师所构建的，该怎么办？如果人们的事前判断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助推能够提升人们的福利，哪怕他们不这么认为，该怎么办？我们是否想询问选择者实际的、可能是无知的或存在行为偏差的判断？如果选择者拥有所有相关信息并且不受相关偏差的影响，那么我们是否有权询问他们是怎么想的？

在此，我的目标是探索自主判断标准的含义，并厘清一些歧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应区分以下3种情况：第一，选择者具有清晰的先验偏好，而助推能帮助他们满足这些偏好；第二，选择者面临着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而助推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第三，选择者将对两次或多次助推所产生的结果感到满意，或者事后偏好是内生的或由助推构建的，以至于自主判断标准为选择架构师留下了几个选项，但没有指明具体选择哪一个。符合第一种类型的情况明显能够满足自主判断标准，并且这样的情况很多。从自主判断标准的角度来看，符合第二种类型的情况也是没有异议的，事实上它们可以被认为是第一种类型的子类，并且数量众多。符合第三种类型的情况会带来特别的挑战，这会导致我们直接询问人们的福利，或探究知情的、主动的选择者通常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在一组启发性的评论和对助推的批评中，经济学家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人们是否真的愿意被助推着朝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前进？”2这是一个实证性问题，对此我们拥有大量的证据。其答案为“是”，至少在许多国家，绝大部分民众支持面向健康生活方式的助推。3有人或许会反对说，对于助推的总体性态度并不能具体地回答萨格登的问题，并且最好不要笼统地询问人们是否赞成助推，而要更加具体地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被助推。但是，对与健康相关的助推的普遍赞成强烈地说明，后者的答案很有可能也是“是”，并且已有的证据表明，如果单独询问，后者的答案也是“是”。4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问题上还有更多需要深入了解的地方。

这些发现不能解答概念性和规范性问题。人们想要做出接近被助推方向的选择，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们的偏好与可以想象的助推之间是什么关系？根据行为调查结果，我们如何能自信地说出人们的“偏好”？如果人们希望被助推，为何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做那些将被助推着去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且它们都是实证性的问题。

在没有参考案例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理解自主判断标准的操作。在无数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公平地说，鉴于存在着先验偏好，助推将会让人们更好地利用自主判断。例如：

1．卢克有心脏病，需要吃各种药。他希望能做到按时吃药，但有时也会忘记。他的医生会定期给他发短信提醒。然后，他就会吃药。他很高兴能收到这些信息。

2．梅雷迪思有轻微的体重问题。她清楚这个事实，尽管她没有严重的自控问题，也不希望停止享受她所喜欢的美食，但她确实希望能减轻体重。根据一项新法律的规定，她所在城市的许多餐馆都应使用明确的热量标签，告知顾客各种食物的热量值。于是，有时她会选择低热量的食物，如果没有这样的热量标签，她是不会选择这类食物的。她的体重正在下降。她很乐意看到热量标签。

3．埃德娜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大学的教授，这所大学的员工可以选择参加退休计划。埃德娜认为签署这项计划是个好主意，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去年，学校换成了自动加入计划，也就是说员工会默认加入学校的这项计划。员工也可以选择退出，但埃德娜没有，她很高兴能自动加入该计划。

我们对这些案例并不陌生。相反，它们反映出了现实世界中的助推的较多类型，其中既有政府的助推，也有私营机构的助推。选择者拥有一个目标或各种各样的目标，相关的选择架构师可以使他们更容易或更难实现目标。只要我们通过参考人们的先验偏好来理解自主判断标准，就可以满足该标准。请注意，如果助推让人们不能很好地利用自主判断，因而未能满足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设计不同的助推也很容易。

我们可以让卢克、梅雷迪思和埃德娜的案例变得更加复杂，即假设他们拥有明确的先验偏好，而助推与他们的偏好并不相符，最终由于助推，他们的偏好发生了变化。例如，乔纳森喜欢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打电话，他会在上下班途中与朋友聊天，也会谈生意。在一系列强烈警告的作用下，他停止了这种行为。他很高兴。现在，他甚至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会在开车时打电话。在他看来，那样做太危险了。

经过助推，卢克、梅雷迪思、埃德娜和乔纳森都认为自己变得更好了。这些案例引出了一个问题，即自主判断标准是否需要参考先验偏好或事后偏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直接询问人们的福利便可以找到答案——我将在后文中回到这个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按照最初的说法，卢克、梅雷迪思和埃德娜的案例都是直接明了的。类似的案例很常见。

有些案例则不同，因为它们引发了有关自我控制的问题：

1．泰德有吸烟的习惯。他希望一开始没染上这个习惯，但是却戒不了。政府最近发布了一项新的要求，即香烟包装盒上必须印有人们因吸烟而罹患严重疾病（包括肺癌）的图像。泰德被这些图像深深地触动了，他不忍目睹这些图像。于是他戒烟成功了，他很高兴。

2．琼是一所大型大学的学生。她有酗酒的问题。她很喜欢喝酒，但是也没喜欢到一定程度，而且她也担心喝酒会给她的成绩和健康带来影响。她说她曾想减少饮酒，但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总是很难做到。她就读的学校最近开展了一项旨在减少校园饮酒的教育活动，（准确地）指出80%的学生每月只喝两次酒，或者更少。在了解到这样的社会规范后，琼终于下定决心减少饮酒。最终她做到了，她很高兴。

在这些案例中，选择者都有自我控制的问题，并且充分意识到了这一事实。泰德和琼可以被视为具有二阶偏好的计划者和具有一阶偏好的行动者。助推有助于增强计划者的力量。提出关于自我控制和计划者-行动者模型的哲学和经济问题很有意思，但只要泰德和琼欢迎相关的助推，并且事前和事后都如此，那么就已经满足了自主判断标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自我控制的问题需要他们自身的“全球定位”设备，因此可以认为这与导航性相关；人们希望锻炼自我控制能力，但是他们并不确定应该怎么做。助推能够帮助他们。但是对于面对此类问题的选择者而言，从定性的角度来说，潜在的挑战是很独特的，并且他们也都承认这一事实。

这些案例符合自主判断标准。但是，人们是否承认自己面临着自我控制问题呢？当然，这是一个实证性问题，而我初步的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在一个劳务众包平台上，我向大约200人问过这个问题：

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存在自我控制问题，或轻或重。他们有的吃得太多，有的吸烟，有的喝太多酒，有的存不下钱。你认为自己有自我控制问题吗？

结果显示：高达70%的人承认自己有问题（55%的人“有点同意”，15%的人“强烈同意”）。只有22%的人不同意。还有8%的人持中立态度。

这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必须承认的是，这个问题或许本身就含有一种助推，如“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有问题……”。无论多数人怎么说，泰德和琼的案例涉及人们生活的许多领域，从旨在帮助人们消除烟草和酒精成瘾的计划的受欢迎程度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应该承认，在项目中起作用的助推或在项目中所使用的助推很有可能可以满足自主判断标准。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案例。但在其中的某些案例中无法明晰人们是否具有先验偏好。而在另外一些案例中，如乔森纳的案例，他们的事后偏好就是助推的产物，或者说是由助推所构建的。有时候这两个因素是相互结合的（营销人员很清楚）。正如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很久之前所说：“价值观或偏好通常是在启发的过程中得以构建的。”5若如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应用自主判断标准呢？举例来说：

1．乔治很关心环保，但同时他也很看重钱。现在他用的是煤发的电，他知道煤对环境不好但很便宜，并且换成风力发的电太麻烦了，而且还会更贵一些。他对目前的状况相当满意。上个月，政府施行了一项关于电力供应商的自动加入计划：人们将自动使用风力发的电，稍微支付一点溢价，除非他们选择更换。乔治不想费力去更换。他说自己喜欢这种自动加入的方式。他同意这项政策，同意自动加入。

2．玛丽自动加入了一项青铜级医保计划。这项计划比白银级和黄金级稍微便宜一点，但是医保范围没有那么全面，免赔额也更高。玛丽喜欢青铜级，没有更改的意愿。在一个平行世界中（跟我们的世界很像，但又不完全一样），玛丽自动加入了黄金级医保计划，它比白银级和青铜级更贵，但医保范围更全面，免赔额更低。玛丽喜欢黄金级计划，不想改变。

3．托马斯患有一种严重的疾病，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做手术，这项手术既有潜在的益处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他在网上查阅了手术的相关资料后，依然不知道该不该做。托马斯的医生建议他做，并且强调了如果不做损失将有多大。他决定遵从医生的建议。在一个平行世界中，托马斯的医生建议他不做手术，并向他强调做了之后损失将有多大。他决定遵从医生的建议。

在最后两个案例中，玛丽和托马斯似乎都没有先验偏好；他们的偏好（在玛丽的案例中）是默认规则的产物或者（在托马斯的案例中）是由默认规则所构建的。乔治的案例不甚明确，因为他也许拥有支持绿色能源的先验偏好，但我们可以轻易地从叙述中捕捉到，他的偏好跟玛丽和托马斯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默认规则的产物。

这些就是我目前所关注的情境：人们缺乏先验偏好，而他们的喜好是助推的产物。他们的偏好是由助推产生的。被助推后，他们都很高兴，或许还很感激。我们还看到，即便人们拥有先验偏好，助推也有可能改变它，哪怕他们事先不愿意被助推，但是最终他们都很高兴，或许还很感激。

在所有的这些案例中，自主判断标准的应用变得更加困难了。选择架构师无法坚称自己只是在证明选择者的先验偏好。如果我们事后再看，人们确实认为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标准得到了满足。对于自主判断标准的使用而言，挑战在于无论玛丽和托马斯是如何被助推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了。在玛丽和托马斯的案例中，我认为在对两个世界进行选择时至少没有逃避福利主义的分析。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此类案例中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选择哪种助推。尽管如此，自主判断标准依然是相关的，因为它限制了选择架构师的作用，哪怕它没有指定唯一的结果，就像人们拥有明确的先验偏好而助推不会改变这种偏好的情况一样。

自主判断标准的重点并不在于消除对家长主义的控诉。通常，它在心理上可以接受选择者具有先验偏好，无论这是不是“潜在的”，但由于缺乏信息或存在行为偏差，他们的选择并不令自己满意。请回想一下卢克、梅雷迪思和埃德娜的案例。当然，我们可以想象，某些形式的选择架构会对拥有信息或没有这种偏差的人造成影响。一位理智的餐厅顾客有可能会选择她看见的第一种食物，因为她很忙，没有多余的精力进行挑选。请看这个案例：

里根喜欢单位的餐厅。她倾向于吃高热量的食物，她也清楚这一点且非常喜欢。单位最近对餐厅做了重新设计，将沙拉和水果摆在最容易看见和拿到的地方。现在她经常选择沙拉和水果，并且很喜欢它们。

根据设定，里根没有任何行为偏差，但她受到了助推的影响。然而，在许多（标准）案例中，拥有行为偏差或不知情的选择者会受助推影响，而偏见较轻的及知情的选择者则不会；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处理方法，并仔细参考了（在我看来是）自主判断标准的其中一个版本。6

在里根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案例中，该标准不会让选择架构师感到困惑：如果她不喜欢沙拉，就违反了这个标准。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如果选择架构师成功地改变了其目标人群的偏好，那么说助推满足了自主判断标准可能并不完全令人感到欣慰。但就我们所关注的主观福利而言，选择者在事后是否相信助推产生了他们认可的结果，这是一个有着高度相关性的问题。

显而易见，助推增加了导航性，因为它们让人们能够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并因此使他们的先验偏好得以满足。许多有助于克服自我控制问题的其他助推受到了选择者的热烈欢迎，因此满足自主判断标准。很多人都承认自身存在此类问题。如果人们没有先验偏好，或者这些偏好不怎么坚定，同时助推构建或改变了他们的偏好，那么自主判断标准就更加难以实施，并且它可能无法导向唯一的解决方案。但它同时限制了备选解决方案的范围，因此又有助于确定选择架构师的工作方向。


第7章
无效的助推

没有人可以否认有些助推是无效的或适得其反的。例如，信息披露可能丝毫没有效果。当然，如果助推对于人们来说太复杂或无法理解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使它其实既简单又明了。当人们被告知糖果棒的热量值时，他们可能没有从中学到任何新知识，并且即使学到了一些，也许仍然会无动于衷。有听觉障碍的人会对提示音置若罔闻；警示会被人忽视，甚至会让目标行为更有吸引力。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对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的合理（抽象上正确的）理解是错误的；一旦助推被检验，就会失去原有的影响力。

用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名言来说，助推可能是徒劳的，至少接近徒劳。1或者说它的影响可能有悖常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可能与预期相反。例如，热量标签会增加热量的摄入。助推可能还会危及其他重要目标。例如，旨在减少污染的助推最终增加了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的能源成本。赫希曼的主要目标在于探究“反应的修辞”，即那些试图为现状辩护的人的修辞论证，而不在于说明徒劳、有悖常理和危险是无法避免的，或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相反地，他认为的这些可预测的修辞举措，有时是恶意的。但毫无疑问，包括助推在内的公益改革，通常会遭遇3种情况中的一种。徒劳、有悖常理和危险可能反映的是现实而非修辞。

在选择架构师的所有工具中，默认规则或许是最有前景的；它们也几乎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但有时它们几乎没有作用，或远远不及预期。2在此，我的主要目标是指明出现这种情况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涉及选择者的强烈的反向偏好，这会导致他们选择退出默认规则；第二个原因涉及反助推，即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人所采取的补偿行为。简而言之，机构或许可以让选择者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前进，这通常是在行为洞察的帮助下进行的。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两个原因也有助于解释许多助推的潜在无效性，而不仅仅是解释默认规则的无效性。

这里存在着一个有用的简化办法，那就是假设选择者在决定是否要放弃默认规则或者拒绝一种助推时，他们会考虑两个因素：决策成本和犯错成本。如果拒绝助推的决策成本不是特别高，并且选择者相信这样做能极大地减少犯错成本，那么助推将是无效的。我们还将看到导致助推无效的其他原因。在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架构师所使用的看似合理的（但最终是错误的），关于选择架构如何影响行为的假设。

如果助推无法发挥作用，当然就会引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答案取决于规范标准。助推可能最终是无效的，或者说效果低于预期，但这也许是件好事；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选择架构师选择的是助推而非其他工具（如行政命令）。假设选择架构师关注并且希望提升社会福利。若如此，提升福利能产生正确的标准，而有效性则不能。如果仅仅通过助推的话，助推的无效性或者有效性的程度很少能，甚至完全不能告诉我们社会福利的状况。想象一下，如果90%的相关人群选择退出默认规则，那么助推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再试想，如果10%的人选择退出而50%的人没有。在以上情况中，选择架构师必须从各方面考虑，最终结果是否能说明助推的成败。要进行这样的考虑，他们必须针对社会福利的结果提出具体的问题。

其中一个答案是，如果助推是无效的或者效果未达到预期，是因为它对于那些没被影响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它的失败是有启发性的，总的来说助推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如果选择者忽视或拒绝这种助推，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对无效性进行诊断，那么这个答案就说得通了，因为它证明了人们是依照能提升自身福利的（准确）感觉行事的。有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有时因存在良好的行为等原因则未必正确。

第二个答案是要尝试不同类型的助推。测试以行为为依据的干预措施并从这些测试中获得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到的内容或许可以很好地指向其他助推。如果人们的选择（如忽视警示或退出）是基于困惑、偏见和误解，如果更好的助推能够消除其中的一座或三座大山，那么这个答案或许就是最佳的。实际上，许多助推并没有提出严格的规范性问题。它们旨在促进几乎完全符合选择者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我们无法对助推的失败进行诊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用更好的助推或许可以成为正确的反应方式。例如，若警示失败，那么增加默认规则或许就是一个好主意。

第三个答案是采取更加激进的、超越助推的方法，如经济激励（补贴和税收）或强迫。如果选择架构师知道选择者正在犯错或涉及第三方利益，那么采取更加激进的方法就说得通了。有些助推旨在保护这些利益，如环保助推或旨在减少犯罪的助推。在这些情况中，保留选择权的方法或许能被证明是不恰当的，或者最好以激励措施、行政命令和限制手段作为补充。我将在第10章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

为何默认规则能被接受

在此，我将重点讨论默认规则，并且从解释为何默认规则会对结果造成重大影响开始。我大量探究了其中的3个原因。3第一个原因与惯性和拖延（有时被描述为努力或努力税）有关。为改变默认规则，人们必须通过主动选择来拒绝默认规则。尤其（但不仅仅）是在人们很忙的时候，或者在问题很难、很有技术性的时候，推迟决定或不做决定就会变得很诱人。鉴于惯性的力量和拖延的倾向，人们或许会继续维持现状。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动用注意力需要付出努力；默认规则之所以能被接受，是因为人们面临的选择不值得付出上述努力。

第二个原因涉及默认规则所提供的、被视为信息符号的内容。如果选择架构师明确地选择了默认规则，许多人将会认为他们面临的是潜在的推荐，并且是由了解他们（以及那些自私但不可恶的人）行为的人推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或许会认为自己不应该退出默认规则或主动选择，除非他们有可靠的私密信息能证明更改选项是正确的。主动选择是有风险的，若不是非常确定应该这么做，他们可能不会这么做。

第三个原因与损失厌恶有关，这是行为科学最重要且最有利的发现：人们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远胜于他们对相应收益的喜欢程度。4就这个目标而言，关键在于默认规则确定了现状；它也确定了将变化算作损失或收益的参考点。例如，若人们不是自动加入储蓄计划，那么加入的决定或许会被视为一种（薪资的）损失。若人们是自动加入的，那么退出的决定可能又会被视为一种（储蓄的）损失。参考点是由默认规则确定的。

强烈的先验偏好

要想弄清为何默认规则可能是无效的，我们可以从婚后姓名的例子开始。5美国所有州都有一个同样的默认规则：男性和女性在结婚时都保留他们婚前的姓氏。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美国男性都遵守这个规则。相对少量的男性会在婚后更改姓氏。相反，绝大多数的美国女性都会更改姓氏，在拥有大学学历的人群中，该比例达80%。6在这一方面，默认规则似乎对女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默认规则的要求是更改姓氏，那么更改姓氏的女性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尽管如此，这一案例也说明了美国大多数已婚女性对默认规则持排斥态度。

为何这项默认规则对美国女性不起作用？其中有4个重要因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许多美国女性都强烈希望更改自己的姓氏，她们的愿望并不是不清晰的。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或陌生的领域：默认规则能帮助人们构建偏好，而人们的偏好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说人们需要努力才能确定自己的偏好。诚然，许多女性毫无疑问地受到了社会规范的影响，其中部分人也许会希望不受影响；但由于那些规范的存在，她们的偏好并非是不清晰的。如果社会规范很强大，它可能会超过合法的默认规则的影响；事实上，它可能会成为默认规则的功能等效物，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7

第二，这个问题对于已婚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它并不是一个背景问题。因为婚姻是一个已被界定的和正在被界定的事物，需要付诸行动的时间相对明晰。因此，拖延和惯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努力税值得支付。

第三，对于部分或者许多更改姓氏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庆祝方式。这并不是大多数女性试图推迟，或视之为义务，抑或帮助未来的自己的一种活动。如果人们确实喜欢选择，选择是有趣的或者有意义的，则因默认规则而产生的假定的努力税则不属于此类。它的标志发生了变化，甚至可能是一种努力补贴。有时选择是一种利益而非负担。

第四，保留婚前姓氏会增加成本，尤其但不仅仅是当有孩子的时候。如果一位妻子与丈夫的姓氏不同，或者丈夫与妻子的姓氏不同，他们可能需要对此加以解释来消除他人的困惑。在某些私营机构或公共机构中，解释说明这些问题可能非常费力、费时。对于部分女性来说，如果她们的姓氏与丈夫不同，就会给生活增加许多困难。

因此，社会实践创造了强烈的动力来克服默认规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实践在不断变化，至少在某些国家是这样。如果满足相关的条件，如强烈的偏好、清晰的时间点、关于退出的积极情绪、退出更加容易和简便，那么默认规则就不可能再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出于当前的目的，我的核心观点是强烈的偏好可能足以确保默认规则不会被人接受。在此类情况下，惯性会被克服。人们不太会受到默认规则中的建议的影响（在婚后姓氏的特定情境中，默认规则或许根本没有提供这样的建议）。损失厌恶的相关性较低，在某种程度上是明确的偏好和相关的社会规则而非默认规则，确定着衡量损失的参考点。

下述的4个例子，反映了强烈的先验偏好的重要性：

1．在英国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决定退出储蓄计划的人的默认缴款率通常很高，为税前收入的12%。8只有约25%的员工在一年后仍保持这个比例，而60%的人都换成了更低的缴款率。默认的缴款率并非是完全无效的，因为25%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但如果储蓄计划的默认缴款率更贴近人们的偏好，那么它的有效性将会更高。

2．如果很大一部分退税被默认换成美国储蓄债券，许多工人会选择退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拒绝这项默认规则，很明显是因为他们对于如何支配退税金有着明确的计划，对把退税金换成储蓄债券没有什么兴趣。9他们的偏好非常强烈，并且在默认规则之前就已形成。

3．与默认规则有效性的发现一致的是，恒温器默认设置的变化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员工产生了重大影响。10在冬季，默认温度下降1摄氏度就会导致平均温度设置显著降低。但当选择架构师将默认温度下调2摄氏度，平均温度设置的下降幅度实际上缩小了，显然这是因为有足够数量的员工认为这个默认温度太冷而将温度设置成了他们所希望的温度。面对明显的不适，惯性被克服了。根据这个发现，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提出以下假设：如果人们感觉冷得难受，他们就会倾向于改变默认规则。可以肯定的是，强大的社会规范或良心上的感受可能会抵消这种影响，前提是它们必须足够强烈。11

4．大量研究表明餐厅和杂货店食物的摆放位置会严重影响人们的选择。但是，食物摆放位置对于选择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12雷内·德威克（Rene A. de Wijk）等人试图增加全麦面包的销量，一般来说这种面包比其他面包要更健康些。曾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把全麦面包放在面包货道的入口处，这是最醒目的位置。又有几个星期，他们将其放在货道的出口处，这是最不显眼的地方。行为预测认为，如果全麦面包的位置更加醒目，就会有更多人购买。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这种效果。全麦面包的销量占全部面包销量的1/3，而放在入口处或出口处对此结果没有产生影响。正如几位作者所提出的，对这一发现的最佳解释是无论超市的货品阵列如何，人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面包并会依此做出选择。强烈的先验偏好超越了默认规则的影响。另外请注意，研究发现，尽管通过与默认规则功能等效的方法使学生可以很好地被助推而做出更加健康的选择，但是研究者却无法消除孩子们对于不健康的炸薯条的强烈偏好。13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进行有用的简化，即假设选择者都是基于决策成本和犯错成本做出是否退出默认规则的理性决定的。如果完全没有偏好，或者偏好很微弱，选择者就会接受默认规则或不去关注偏好。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人们不该平白无故地消耗它。如果偏好完全不存在或者很微弱，默认规则所包含的信息符号就具有了合理的影响力。但如果选择者具有强烈的相反的偏好，做出相关决策的成本就会降低，因为人们已经弄清了自己的想法；而坚持默认规则的成本就会上升，因为人们知道规则会引导他们走向错误的方向。

任何此类关于成本和收益的分析通常都是直观的、自主性的，而不是审慎的、具有反思意义的，并且还有可能与启发和偏差有关。对于许多选择者而言，在完全合理地权衡成本和效益的基础上，惯性的力量可能大于它原本应有的程度。此外，人们生活中的近期事件，包括某段时间内可用收入的匮乏或对于某种事物的糟糕体验，可能触发可得性启发，并错误地引导人们拒绝默认规则或任何类型的选择架构。关键不在于拒绝默认规则的决定反映了准确的计算结果，而是人们可以做出关于是否拒绝助推的直观（且快速）或审慎（且缓慢）的判断。

反助推

假设把自身利益看得很重的行动者具有强烈的动机来说服人们选择加入或退出默认规则。他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可能会说服人们进行选择，从而克服默认规则，使之无效。14这样一来，他们就是在进行有效的反助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简称美联储）于2010年实施了保护消费者免受高额银行透支费用影响的监管措施。15为了提供这种保护，美联储并没有施以任何强制措施，而是对默认规则进行了管制。该措施规定，银行不得自动让消费者加入透支保护方案；此外，消费者必须签约才能加入。更特别的是，除非账户持有人明确签约加入银行的透支计划，否则委员会的管制会禁止银行从其活期存款账户收取透支费用。16非注册默认规则的目标之一是要保护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不让他们承受相当于极高利率的贷款。实际上，这种贷款的利率高达7000%。其核心思想在于最终许多人会在无意中支付大笔费用。如果默认规则改成消费者在真正想要加入这个项目时才会加入，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免于承担超额收费的保护。

一般而言，管制应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此外，对于默认规则的力量的理解其实有助于管制措施的颁布。美联储明确表示：“研究表明，消费者有可能会遵守既定的默认规则，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不采取任何行动，就会出现这种结果。”美联储同样还参考了关于自动加入更高额度退休储蓄计划的研究。它强调了不切实际的乐观现象，即消费者可能会不切实际地认为自己不会透支。没有人说默认规则可以完全解决不切实际的乐观问题，但它能够针对其最严重的有害影响提供补救措施，至少在默认规则能被接受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正如法学家劳伦·威利斯（Lauren Willis）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监管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17原因在于大部分人选择加入计划，从而拒绝未注册的默认规则。准确的数字尚未得知，但加入计划的总体水平大约为15%，在某些银行中则高达60%。还有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发现：在每月超支次数超过10的人中，这一水平似乎超过了50%。

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银行希望能够收取透支费用，因而采用了大量的告知性行为策略（behaviorally informed strategies）来促使人们加入计划。对于那些相信加入计划对许多或大多数消费者不利的人来说，这明显是一个为了私利而利用行为研究发现的案例。正如威利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便让加入计划足够简便。例如，仅仅通过在自动取款机上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实现。他们还积极营销，并制订经济激励措施，说服人们选择加入。他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潜意识，即不加入计划的成本很高，而人们的潜意识往往是不准确的。例如，他们派发相关资料给消费者并进行解释，“您可以免受……商家因退货而向您收取的费用”，还有“拒绝透支计划（Bounce Overdraft Prograrm）旨在保护您免受……交易被拒绝的成本”。他们派发了许多资料，以说服消费者相信加入计划是符合其经济利益的。

请看以下摘自一家银行的营销材料，它明确地利用了损失厌恶：

好的：保留我的账户的自动取款机和借记卡透支功能。

不：修改我的账户，取消自动取款机和借记卡透支功能。18

在退休金计划的案例中则出现了很大的反差，供应方热情地为自动加入背书，丝毫没有表现出让人们退出的兴趣。如果能有更多人加入，那些运营退休金计划的人就会很高兴，因此他们很乐意与雇主或政府合作，促使人们加入。相反，面对美联储提倡的银行并不喜欢的默认规则，银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报复。在储蓄的案例中，如果供应方希望人们退出，默认规则就会失去黏性。

通过这个具有启发性的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那就是如果监管机构强烈反对默认规则并且可以轻易地接近消费者，他们或许也能利用不同的策略（包括行为策略），以鼓励人们按照机构所希望的方向采取行动，从而摒弃默认规则。在这些案例中，默认规则之所以无效，并不是因为选择者本身不喜欢它，而是因为公司和机构说服他们予以拒绝。重要的是，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人们对决策成本和犯错成本做出的缓慢或快速的判断包含着重要的转折，即默认规则的受众（主要是受影响的公司）努力降低（实际的和认为的）决策成本并提高人为的犯错成本来使助推无效，这是很有用的。

在隐私领域，许多人也支持特定的默认规则，即保护隐私的默认规则，除非人们自愿选择放弃。19如果公司希望人们放弃隐私，也许能劝服人们这么做。它们或许是利用类似联邦储蓄案例中金融机构的策略；也许是将放弃隐私权作为享有服务或访问网站的条件。20威利斯本人提供了一个在荷兰发生的案例，这个案例创造了一种“不要跟踪我”的默认规则。她解释道：“在面对法律时，几乎所有公司（甚至是非营利组织）都要求消费者选择放弃隐私，以此作为使用公司网站的条件，而不是在承诺不跟踪方面进行竞争。”21

总的来说很简单：默认规则或其他形式的选择架构之所以无效，通常是因为把自身利益看得很重的行动者（如香烟公司）具有施加某种反助推的动机和机会，以引导人们按照他们的期望进行选择。

如果助推失效该怎么做

如果默认规则被证明是无效的，则助推实施者会有3种可能的反应。第一是由于自由发挥了作用，他们对此结果感到满足。第二是从失败中学习，尝试不一样的助推，并不断测试。第三是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反—反助推，甚至是行政命令或禁令，因为自由引发了一些问题。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对于这些反应的评估取决于规范性；助推被证明是无效的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如果助推失败了，我们或许会总结道：从福利的角度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人们自主选择，也许是好事。但是许多助推是没有争议的。这些助推旨在鼓励人们用非常低成本的办法来改善生活，如果失败了，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糟。如果选择架构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人们的选择无法提升自己的福利，那么就应该考虑其他办法。甚至如果第三方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助推的无效性就会成为采取行政命令和限制措施的理由（见第10章）。

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澄清一个要点：要考虑受影响人群中出现不同反应的可能性，并且总体效果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可能远远少于我们需要获得的。有些助推可能从整体上来看是无效的，但可以对特定的亚种群，在特定的时间段或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巨大的效果。例如，假设热量标签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效果很差或者没有效果，但它对患有严重体重问题的人有显著效果，这也说明它是相对有效的。

我们假设40%的人选择退出某项默认规则，如一项号召加入退休金或医保计划的规则。那些退出的人或许正是由于自身偏好和处境而应该退出，如这个月或今年需要用钱的年轻人理性地退出了退休金计划。或者，总数可以掩盖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不愿意被助推（如警示或提醒）影响的人群中包含了最能从中受益的人。

发挥作用的自由

假设默认规则没有被接受，因为人们不喜欢它们。在这样的情形中，它们仅仅是默认规则，而非行政命令，这一事实可能既有益又重要。任何默认规则都可能被错误地选择或不适用于个别情况。若如此，人们可以拒绝它的权利就是一种宝贵的防护措施。如果加入默认规则的人数占比很高，这种说法似乎很合理。例如，某个机构采取了支持双面打印的默认规则，但很多人会改成单面打印：如果后者更适合他们的情况，那么这样做没有问题。

如果受到默认规则约束的，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机构使用反助推措施来说服人们拒绝助推，那么可能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上述透支保护的案例似乎是监管失败或至少是不完全成功的事例之一，但结论还不那么清晰。请回想一下，许多人（高达约85%）没有选择加入那个项目。其实，绝大部分选择加入的人都是那些有过透支经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认为加入透支保护计划是一个好主意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他们中的部分或大多数人，是足够理性地做出这一选择的。如果他们不能从银行贷款——透支保护就是某种形式的贷款——或许就得从别处借钱，这就会为自己带来一定程度的不便，并且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利率成本。若真如此，许多人可能就得求助于发薪日贷款商，他们的利率可能会更低，但也有可能不会。

不便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由于高利率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负担，透支保护也许符合许多或大多数最终加入该计划的人的利益。就此而言，政府对发薪日贷款商的监管会导致消费者不得不求助于同样昂贵的其他信贷源。22这个发现说明，如果人们不能使用透支保护，他们或许就会选择别的措施。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甚至会认为美联储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人们不再自动地加入透支保护计划，并且大多数客户也不再使用这种保护，这样能为他们省钱。与此同时，那些想要或需要保护的人都已签约加入。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助推成功的实例，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了。真的吗？当机构成功地说服人们退出一项默认规则时，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这些机构或许是以自身利益为重的，但是它们之间也可能会产生互惠互利的交易。要想知道答案，我们必须进行细节调查，即谁得到了什么？谁又失去了什么？

如果人们在上网时拒绝了支持保护隐私的默认规则，那么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或许那些隐私对于人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或许那些希望他们放弃隐私权的人可以为其提供一些值得这么做的理由。默认规则赋予人们某种权利，而权利是有代价的。如果人们愿意为了看似令人满意的价格而放弃一项权利，又为何要反对呢？反助推或许会非常受欢迎。

更好地助推

选择架构师或许在一开始就做了假设，假设助推（如信息披露）会按照预期的方向改变人们的行为。或许这种假设是合理的，但最终却是错误的。一旦人们获得了更多信息，他们就会按照一直以来的方式行事。

我再次申明，假设的失败并不能告诉我们是否还应该做其他事情。或许人们收到过关于某种抗癌药风险的警示，但他们置若罔闻继续使用这种药品。若真如此，或许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警示是为了确保选择是在知情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人们在获得了关于某些活动（如足球或拳击比赛）的风险信息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行为，这或许也没有错。

然而，假设潜在的问题很严重，一旦人们知情，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他们中的部分人应该改变其行为。也许人们不会去申请几乎肯定符合他们利益的福利。也许他们没有做出能大幅改善他们的经济或健康状况的行为（如服用处方药或看医生）。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尝试或测试其他助推。例如，更加明确的警示、使用社会规范或默认规则。信息本身可能不会激发人们的兴趣，其他方式也许会更好。并且，如果默认规则失败，附带信息或警示应该还是有意义的。除了用实验和测试来确定更好的助推方法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试想以下几种可能。我们已经看到，如果目标是为了改变行为，选择架构师应该“让助推变得简单”；在助推无效的情况下，下一个步骤可能就是“让它变得更简单”。如果信息披露很复杂，那么它有可能不起作用；如果简单，可能就会成功。换言之就是，如果提示信息既冗长又乏味，那么它便可能会失败，但简短而又生动的提示信息就可能会成功。我们同样还看到，人们的行为通常取决于其社会意义，这也许能像补贴或征税手段一样发挥作用；如果助推会影响其社会意义，它就可能将补贴变成征税，或将征税变成补贴。例如，某些类型的信息披露和警示让某些冒险行为看起来很傻、很蠢、很天真。助推可以被改造，以便按照预期的方向影响特定行为的社会意义。公布社会规范或许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但只有当这些规则适用于特定群体，而不是整个国家的时候才可以。如果颁布国家层面的规范不起作用，那么就可以把重心放在能对相关群体产生影响的那些规范上。

没有发挥作用的自由

在某些情况下，选择的自由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有待验证的好事。由于行为等原因，一个明显受欢迎且效果很好的反助推（如引导消费者或员工走向特定的方向）最后可能确实会降低福利。在一些极端案例中，这或许会毁掉他们的生活。人们也许承受着现状偏差、乐观偏差或自我控制问题。反助推可能会利用某种行为偏差。我们可能需要反—反助推，如阻止人们加入某个不符合他们利益的项目的提醒或警示。

在透支保护项目的案例中，部分加入并最终得到保护的人的结局或许更糟糕。也许他们并不了解该项目及其成本，也许他们被以其行为模式为基础的短信活动欺骗了。也许他们有透支账户的风险，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贷款，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关注这些账户，没有仔细检查。或许他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或不够谨慎。要想评估现有的状况，我们需要知道大量关于加入该项目的人的信息。事实上，通常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并且是一个经验性问题。他们已经加入的事实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这个案例可以被当作一种例证。如果可以使人们远离自身的错误的保护性默认规则或一些其他的助推被设计得很巧妙，而这些措施却不能被人接受，那么失败就不值得庆祝。它们的无效性是在向以自身利益为重，试图利用行为偏差的表演者的成功致敬。反助推是一种操纵或利用，是一种应该抵抗而不是鼓励的行为。或许反助推在鼓励人们吸烟或酗酒；或许它会抵消助推的效果，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人们的过早死亡。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强烈的先验偏好，这种偏好有可能是基于各种错误的认知。全球定位设备是一种最典型的助推，如果人们因自认为知道更优的路线而拒绝设备指定的路线，他们最终或许会迷路。总的来说就是如果退出的决定对于许多或大多数人来说是错误的，那么就有人会认为应该采取更加激进的方法。透支保护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同时将重心放在默认规则和其他两类规则上的重要性，其操作就是反—反助推：变更规则和设计规则。23

变更规则决定了人们改变默认规则的方式。如果选择架构师希望简化人们的决策过程，同时又缺乏关于默认规则适用于所有人的信心，他们或许会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电话（很好）或者发送一封邮件（更好）就能加入或退出。或者说，选择架构师会自信地认为，默认规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正确的，退出将会导致成本的增加。例如，他们或许会要求人们填写复杂的表格或设置一段冷静期。他们或许还会说，即便人们进行了更改，在一段时期（如一年）和重复的步骤后，也会“重回”默认规则。或者他们会要求人们参加某种形式的教育或培训，坚持让人们在退出默认规则之前先进行学习。

设计规则决定并监管着人们在劝说他人加入或退出某个项目时用到的“框架”种类。我们已经看到，金融机构利用损失厌恶来诱导人们加入相关项目。这类以行为为依据的策略可能会变得非常有效。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问题。即使它们在技术上并不具有欺骗性，也可能会被视为具有操纵性，且可能会被证明是有害的。那些信奉选择自由但试图避免操纵或造成伤害的人或许希望限制可用的框架类型。当然，这要遵循现有的言论自由保障措施。设计规则或许可以用来降低操纵的风险。

我们来看一个类比。一家公司宣称其产品是“90%无脂”的，比宣称产品的“脂肪含量为10%”更有吸引力。这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90%无脂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操纵。2011年，美国政府允许相关公司标注它们的产品成份的90%是无脂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同时注明其产品含有10%的脂肪。我们可以想象存在类似的针对误导性或操纵性框架的限制，这些框架旨在让人们退出默认规则。或者说，选择架构师可能会利用自己以行为为依据的策略，通过损失厌恶或社会规范来对默认规则加以补充，扩大其影响力。24

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架构师的职责是在更改规则和设计规则中做出选择，他们可以采取措施让默认规则更有可能被接受，即便是在不施加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他们或许会得出结论，认为行政命令和禁令是非常糟糕的，但使人们更难脱离默认规则是有道理的。有时候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选择架构师朝着这个方向行动时，他们就会失去默认规则的一些优势。默认规则具有易可逆的特点，至少在原则上如此。如果更改规则变得十分烦琐，则默认规则可能就与行政命令没有太大不同了。

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架构师冒险使用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办法。他们或许知道某种默认规则适合某个群体，而另一种默认规则适合另一个群体；针对不同情况订制不同的默认规则，与使用大规模默认规则相比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25或者他们知道某个可识别的亚群体正在退出默认规则，无论是出于好的原因还是坏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总体效果的数据可能会掩盖相关亚群体中产生的极大或极小的效果。如果退出的原因看起来并不好，选择架构师也许会将更改规则或设计规则作为防护手段，或者他们可能会采用信息和警示的相关方法。如果能使这些方法发挥出很好的效果，更加个性化的方法就有望能保护选择的自由，同时提高效率。

然而，保护选择的自由也许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事实上，我们可以轻易想到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强制或禁止可能由于行为等原因而被合理化了。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系统，部分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现状偏差是一种强有力的影响因素，并认为某种程度的强制性储蓄从福利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食品安全法规禁止人们购买会带来理性之人无法承受的风险的商品。此类法规可能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消费者缺乏相关的信息，并且为他们提供信息太难或者成本太高；或者他们深信人们存在注意力有限或带有乐观偏差的问题。因此，有些药品不被允许进入市场，而许多药品都需要处方，人们不能随意购买。

很多职业安全和健康法规最终都带有家长主义的色彩，它们采用的是强制和禁令的形式，而非助推。例如燃油经济性和能源效率领域的案例。当然，它们以传统空气污染物、温室气体和能源危机的形式降低了外部性。但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外部性，那么这些要求所带来的利益通常小于成本。对于消费者而言，绝大多数货币化的利益是成本更低的汽油和能源。

根据标准经济的要求，这些利益不应该被计入成本—收益分析，因为消费者可以通过自身的自由选择来获得这些利益；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肯定是因为相关的商品（汽车、冰箱）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美国政府当前的反应是在行为上的。在燃油经济性和能源效率领域，消费者正在犯某种错误。这也许是因为现状偏差，也许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显著性。有人反对这种观点。但如果它是正确的，基于福利的理由，与行政命令相关的论点可能是可靠的（我将在第10章再次探讨这个问题）。

如果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同样的分析会更简单。默认规则通常是为了保护选择者，但在某些情况下，第三方会成为真正的问题所在。例如，一项旨在阻止破坏环境的绿色默认规则的目的是减少外部性并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而不是保护选择者本身。以信息披露或默认规则为形式的助推就不是治理污染的首选办法（包括碳排放）。如果助推被派上用场，是要将它作为对更激进方法的补充，或者是因为激进方法不可行（可能出于政治原因）。但如果一项默认规则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应该强烈支持实施经济刺激、强制和禁令。

助推无效的5种原因

默认规则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助推，但它们或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涉及强烈的先验偏好。第二个原因涉及那些为了经济或其他利益而劝服他人退出默认规则的人所使用的反助推。

这两个原因能被用来解释助推在许多场景中的潜在的无效性。如果人们决意做出具有潜在风险的行为，如吸烟、酗酒、驾驶时发短信、吃不健康的食物，那么信息、警告和提示就会失去作用。举例来说，如果香烟公司和酒精饮料销售商有机会吸引选择者，他们或许会削弱或消除信息、警告和提醒等手段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助推可能由于几种不同的原因而无效。我们来看看其中的5种原因。

1．如果助推是基于对行为和人们所应对的不同类型的事物的合理但不准确的理解，它或许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它表明了对明显合理的行为假设进行测试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我们或许认为，由于人们厌恶损失，关于潜在损失的警示将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但如果这样的警示让他们感到害怕或让他们觉得不能自主行动，甚至基本上禁止了他们的行为，那么我们或许就只能看到很少的改变或者不会发生改变。我们或许认为人们之所以不申请重要的服务是因为申请程序过于复杂，而简化会带来极大的改变。但也许并不会——怀疑、恐惧或惰性才是根源所在，简化的作用或许并没有那么大。

又或者，我们会假设对于社会规范的理解将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如果目标受众对一般性的社会规范无动于衷，甚至乐于对抗它们，那么社会规范可能就不会产生效果。有些助推看起来很有希望成功，因为它们能对小的群体或特定的群体产生作用。它们的影响力在别处是否会减弱或消失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诚然，行为假设的失败应该为其他假设或更加准确的假设铺平道路，包括对原始假设能否立足的环境进行说明。

2．如果信息混乱或难以处理，人们可能不会受到相关助推的影响。关于信息披露战略的总体有效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对此非常怀疑。可以确定的是，此类策略的设计极其重要。披露助推或教育助推的影响力一般来说比理论上所预期的要小。26

3．人们或许会对某些助推表现出抵制情绪，例如因为是官方的引导而表示拒绝。在抵制方面所做的大多数工作都对人们是如何因希望保留控制权而抵制行政命令和禁令进行了研究。27默认规则不是行政命令，因此它并没有被预料到会出现抵制问题。但是，行政命令的遭遇与默认规则相同：如果人们对自己服从这些规则感到愤怒或憎恶，那么它们就被证明是无效的。因此，同样地，如果人们不关注社会规范或想要抵制这些规范，那么援引社会规范的努力可能就没有效果。我们还处于了解抵制与助推之间的关系的早期阶段，因此我们尚不能只因自主权得到了保护就确切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抵制不可能成为问题。但在某些情况下，抵制或许能被证明是重要的（更多细节请见第9章）。

4．助推可能只起到短期效果。28如果人们看见一个提示，他们或许会注意到它，但仅此一次。如果人们收到关于健康风险的信息，他们的行为或许会受到影响，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信息就会成为类似背景噪音或家具之类的事物，不再突出或具有意义。甚至图片警告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失去共鸣作用。相反地，默认规则更有可能产生持续性的效果，因为人们需要付出努力才能改变它。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其信号就会减弱，或者惯性就会被克服。我将在下文对何种情况下助推有可能产生长期的效果进行阐述。29

5．有些助推或许会对预期的行为产生影响，但也会引发补偿性行为，从而使整体效果丧失。例如，假设智能餐厅的设计能够引导高中生食用健康食品。同时假设这些学生在零食时间、晚餐或放学后会吃垃圾食品。这样的话，这种助推就无法改善公众的健康状况。有种被称作“反弹效应”的一般风险，例如节能汽车会让人们增加用车时间，这样就会降低提高燃油效率的干预措施的效果或使之无效。也许助推能鼓励人们增加锻炼，但也会导致他们吃得更多。

总的来说，如果人们能够找到相对应的抵消方法，那么任何形式的选择架构，包括默认规则的使用都有可能只产生很小的效果或者没有效果。可以将补偿行为的观点看作强烈先验偏好的一般类别的子集，但它指向的是一种更加具体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相对于选择架构师真正的关注点，助推的显著成功是一种幻觉。助推有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的风险，如环保助推增加了人们无法轻易承担的风险。这就是前文中赫希曼所说的危险。

真正重要的是福利，而非助推的有效性。基本无效的助推也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福利效果；有效的助推也许会损害福利。支持助推而非其他更加激进的手段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助推保护了选择的自由，允许人们自主行事。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真正的美德，而助推的无效对于部分或许多人来说并不可惜。但当选择者明显在犯错误或涉及第三方时，从福利的角度来说，助推的无效为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第8章
助推与道德

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某些助推和某些类型的选择架构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问题。例如，某些政府利用助推来加剧种族、性别或宗教歧视。即便是真实的信息（如犯罪率）也有可能会煽动暴力和偏见的火苗。诉诸暴力的群体或国家通常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使用助推。哪怕助推本身没有非法目的，我们也有可能会怀疑那些使用助推的人是否能尊重他人。

对于助推和选择架构的潜在担忧指向了4项基本承诺：第一是福利；第二是自主权；第三是尊严；第四是自治。某些助推可能会违反这些承诺中的一项或多项。我们很容易辨认会损害福利和让人们浪费时间或金钱的助推；毫无益处的默认规则可以被归为此类，旨在说服人们购买过多的保险或进行愚蠢投资的教育活动也属于此类。助推可以并且经常会破坏环境。过度的污染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益的选择架构的产物。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小说家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写的故事：“有两条小鱼儿在游泳，它们碰巧遇到了从对面游来的老鱼，老鱼向它们点头，说道：‘早上好，孩子们。水怎么样啊？’两条小鱼儿继续游了一会，最后，其中一条看着对方说：‘水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1这是一则关于选择架构的故事。选择架构是无法避免的，无论我们是否能看见它。它就相当于水。大自然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架构，因为它会影响人们的决策。2人类无法在没有大自然的情况下生活，大自然在助推。

我们可以想象以下观点：可以肯定的是，选择架构是无法避免的，但它可能是大自然或某种自发秩序的产物，而非有意识的设计或设计师的行为。“看不见的手”机制通常会产生选择架构。或者说，选择架构可能是真正的随机过程的产物，并且选择架构师可能会故意选择随机性，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它具有某种中立性。

在某些假设下，自主选择架构尤其危险，因为它的目标很明确。但这指的是哪些假设呢？它们有可能是真的吗？自发秩序为何及何时会是良性的呢？这其中是否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随机性的优点在哪？我们应该同意这个观点：心怀恶意的选择架构师，在意识到助推力量的前提下，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伤害。但是，最严重的伤害往往来自行政命令和禁令这种强迫性的措施，而非助推，助推是可以维护选择自由的。

诚然，自发秩序、看不见的手及随机性能避免产生某些严重的危险，以及由政府方面的自发助推带来的一些特殊偏见。人们也许会特别反感刻意的助推。如果我们尤其害怕那些由官方不称职或不良动机产生的错误，我们将希望最大程度地减少实施助推的次数。如果我们相信看不见的手的机制会提升福利或自由，就不希望干扰它们的产物，即便这些产物包括助推。但是，某种程度的官方助推是无法避免的。

在本章中，我将提出7个主要结论：

1．反对选择架构或助推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私营机构不可避免地会进行助推，政府也一样。我们可以反对具体的某些助推、选择架构师的某些目标及选择架构的某些形式，但不能反对全部的助推和选择架构。对于人类而言（或者对于相关的狗、猫、老鼠而言），选择架构无法避免。人们很容易通过提出私营机构已经进行了助推（有时这些助推是自私的，即使是在竞争市场中），来捍卫政府的助推。在某些假设中，这种捍卫或许是正确的，但不是必要的，因为政府有时即使不愿意也得助推。

2．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抽象概念（如关于自治、尊严和操纵）会造成严重的困惑。我们需要将这些抽象概念变成具体实践。助推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道德异议的效力取决于其特定形式。

3．如果福利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出于道德原因，需要大量助推。

4．如果自主性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出于道德原因，同样需要大量助推。

5．选择架构不应该并且不需要在尊严或自治方面进行妥协，尽管有可以想象到的形式能同时做到这两点。

6．许多助推之所以被反对，是因为选择架构师心怀非法的目标。如果目标是合法的，同时助推是完全透明且受到公众监督的，那么出现令人信服的道德异议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7．但是，在高度操纵性干预的情况下，即使人们不同意，也存在这样的反对空间。操纵的概念值得审慎关注，尤其是因为它与自主性和尊严之间存在相关性。

选择与默认规则

前文已经指出，行为科学对两个认知操作系统进行了标准的区分。系统1：直觉思维系统；系统2：理性思维系统。3系统2能并且确实会犯错，但系统1与可识别的行为偏差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某些助推试图通过提高审慎的作用和人们的判断力来增强系统2的力量，例如通过披露策略和使用预先承诺。其他助推旨在吸引或激活系统1，如健康图形警告。有些助推的成功是由于系统1的操作，如默认规则有时能起很大作用是因为惯性的力量。

助推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它有助于抵消行为偏差，但是这并不是助推合理化的必要理由，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没有偏差，信息披露也是有用的。即使人们不存在现状偏差、概率忽略和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等问题，全球定位系统也是有用的。默认规则让生活变得简单，因此无论是否涉及行为偏见，都会被人们需要。

正如全球定位系统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助推都有着增强导航性的目标：让人们更加轻易地到达理想中的目的地。此类助推源自一种理解，即生活可以轻易地被导航或者很难被导航，并且要想促进简单的导航性，需要有益的选择架构。迄今为止，对导航性与良好的助推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关注太少了。只要目标是促进导航性，道德异议就会大大减弱。

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存在非法因素，就可以改变选择架构，并引入新的助推。实际上，许多对于助推和改变选择架构的最有力的反对都是基于一种判断，即潜在的动机是不合法的。有了这些理由，就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助推；这种反对意见成了支持某些助推的理由。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种可能会扭曲民主进程的默认规则，这种规则让选民投票支持某个政治人物，除非他们指明要选别人。这样的规则将会违反中立原则，而这种原则是暗含在民主规则里的。因此，这个默认规则可能无法被接受。再举个例子来说，警示可能在试图恐吓人们：据说少数群体成员有着邪恶的计划。社会规则可以被用来鼓励人们购买不健康的产品。在极端情况下，私营或公共机构可能会试图助推人们使用暴力。

我们必须承认，最佳的选择架构通常会呼吁主动选择。有时正确的方法是要求人们选择，以确保他们的意愿能得到真正的表达。有时最好的办法是提示选择，即询问他们需要什么，但不强制他们这么做。提示肯定是一种助推，旨在让人们表达意愿，并且除了让他们做出选择，提示可能并没有在引导人们走向特定方向上产生作用。

选择架构应该是透明的，并且受到公众监督，尤其是当公职人员要对此负责的时候。一般而言，监管应该在一段时间内接受公众的评论。如果官员为了促进绿色能源或能源节约而改变一项默认规则，他们不应该隐藏自己的所作所为。自治本身要求公众对助推进行监督，这是针对选择架构师的一种选择架构。这样的监督是防范有害助推的重要事前保障，它同样也是一种重要的事后纠正。透明和公众监督能够降低出现有损福利的选择架构的可能性，降低助推威胁自主权或尊严的可能性。国家也应该尊重其公民，而公众监督正是这种尊重的体现。

还有一个问题是，透明和公众监督除了是必需的，是否已经足够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选择架构即使完全透明，也不能被人们接受，试想一下那些旨在巩固性别不平等的透明的架构。我再次申明，真正的问题在于相关助推的目标是不合法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样的操纵案例：助推的目标不是非法的，但透明或许不足以证明其合理性。

请回想一下，我之前说过选择架构是无法避免的：任何网站都会进行助推，手机或电脑也一样，律师和医生也一样。医生可以通过一种中立的方式来呈现选择，以尊重患者的自主权，但这是一种选择架构，而不是其他。无论何时政府创建网站、办公室或项目时都会创造出选择架构，并且会进行助推。

诚然，在错误面前，教育或许是最佳的回应。有些人主张采用教育干预措施来代替助推。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意见令人感到困惑；至少某些此类干预符合助推的定义，并且它们肯定也是一种选择架构。如果主张教育，那么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不主张什么？

在某些情况下，默认规则可能比教育更可取，因为从选择者本身的角度来说，它可以保留理想的结果，而不用要求他人参加类似于统计学或金融学的课程。4对于那些购买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的人来说，要求他们坚持这种对所有相关特征进行主动选择的教育是不可能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产品和活动都设有默认规则，并且人们并没有被要求在选择之前接受指导。这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那就是教育成本能否证明在特定情况下的收益是合理的。默认规则可能是最好的。

尽管选择架构和助推是无法避免的，但某些助推肯定是可以避免的。某个地方政府可能决定不开展阻止吸烟或不健康饮食的运动；它可能会制止让人们进行某种投资的助推。在这种程度上，我们有理由怀疑政府是否应该尽量减少助推。如果我们不信任公职人员的动机，或者认为他们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就会要求最大程度地减少助推。我们最好将针对选择架构和助推的某些道德异议理解成这样一种请求，即请求将助推最小化，但不是消除助推。事实上的请求可能要比这里所说的更精准。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种主张，即政府不应采取某些为了达到操纵目标而损害人们的自主权和尊严的干预措施。

7种对助推的反对意见

以下是一些针对助推的潜在的反对意见：第一，助推是一种家长主义的做法；第二，某些助推会侵犯人们的自主权；第三，某些助推可能会被视为强迫，即使它们在技术层面上保护了选择的自由；第四，某些助推会侵犯人们的尊严，人们可能被当作幼儿或儿童对待了。“保姆国家”（nanny state）的概念就是对这个反对意见的概括；第五，某些助推可以被当作某种形式的操纵。因此，从这方面来说，助推不会永远都是透明的。例如消极选择营销（negative option marketing），即购买某些产品的人发现他们加入了每月付费的计划。这类助推可以说是在隐瞒顾客的情况下实施的；第六，某些助推会阻碍或至少不促进学习；第七，选择架构师可能也会犯错，尤其是当他们为政府工作时，因此最好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助推。

但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些顾虑视为对改善选择架构所做努力的全盘否定。这些反对意见是否适用于促进主动选择的举措？例如，告知消费者食物的热量值，提醒人们账单到期，或询问人们是否愿意加入自动退休计划。我们或许会怀疑这些顾虑被应用到真实世界的绝大多数助推上时的威力。让我们来逐项讨论这些反对意见吧。

助推是一种家长主义做法吗

如果家长主义是被反对的理由，那是因为它违背了某种基本的承诺或原则。例如，它可能会破坏自主权。尽管家长主义经常被当作独立的反对意见，但真正的原因是家长主义在一半或者特殊情况下，违背了人们一贯珍视的原则。

选择架构可能是家长主义，也可能不是。但是，只要助推试图利用选择架构来引导人们朝着提升自身福利（这由选择者自己判定）的方向前进，那么助推就可以被视为一种“自由家长主义”。全球定位系统设备也可以被这样理解，提示、警告、社会规则的运用及默认规则都是如此。

这是一种独特的家长主义，因为它是软性的，并且是以手段为导向的。只要不采用强迫或物质刺激，且会完全维护选择的自由，那么它就是软性的。只要不试图质疑或改变人们的目标，那么它就是以手段为导向的。跟全球定位系统设备一样，它尊重人们的目标。对于那些反对家长主义的人而言，最严重的顾虑产生于面临强迫之时（选择的自由受到阻碍），以及社会规划师或选择架构师不尊重人们的目标之时。在这种情形下，助推的实施者就希望不要遇到针对家长主义的某些标准的道德异议。

尽管如此，有些怀疑论者还是会反对家长主义。其中许多反对意见都指向了个体的福利，以及规划师或选择架构师会向家长主义妥协的风险。鉴于人们自身所拥有的品位和价值观，他们或许不仅是自身目标的最佳评判者，并且还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手段的评判者。人们可能会因为要看风景而拒绝全球定位系统建议的路线；全球定位系统可能无法轻易地抓住或服务于他们的诉求。在某些情况下，强制性全球定位系统设备会扰乱人们的目标。

此外，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简单明了的。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描述人们的目标时的抽象程度。如果我们在描述人们的目标时足够具体，如吃哪种巧克力蛋糕、吸哪种烟、在开车时发短信，那么人们采用的手段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目标。巧克力蛋糕正是他们想要的，它不是其他东西的手段（除了吃蛋糕的经验）。

如果我们对人们的目标的描述是高度抽象的，如“拥有美好的生活”，那么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无法捕捉人们真正关注的问题；我们就会忽视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物。这些观点对于那些支持纯粹手段取向的家长主义的人来说会引发一些问题。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以确保自己没有高度抽象地描述人们的目标，从而误解人们所关心的事物。

如果把全球定位系统设备当作一种指南型的类比，只要选择的自由能够完全得到维护，我们就不容易看到助推成为令人讨厌的家长主义。至少有些助推是完全聚焦于手段的。试想一下人们对事实产生误解的情况，例如关于消费品或投资的特征。如果助推告知他们相关信息，那么就是尊重他们的目标。或者假设人们具有行为偏差，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可用性法则，也许是因为不切实际的乐观，但能纠正误解的助推就能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可以肯定的是，很难通过这些术语对某些行为偏差进行分析。如果人们具有现状偏差，那么助推是以手段为导向的一种家长主义吗？假设人们吃高热量食物、大量饮酒或不参加锻炼是因为他们重视的是今天和明天，但不那么重视明年或十年之后。如果助推成功地让人们开始关注他们的长期利益，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增加人们的总体（自我的）福利。但这样的助推仅仅是关注手段吗？如果一个人被视为时间长河中的一系列自我，那么选择架构师就能有效地将福利从早期的自我重新分配到后来的自我（并且可以假设实现了福利的最大化）。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明确地说这是家长主义作风。如果一个人在时间长河中是连续不可分割的，而不是一系列的自我，那么（根据假设）抵消现状偏差的努力会削弱选择者在做选择时的目标。我们很难质疑相关的目标是选择者当时的目标还是后来的目标，以及聚焦于有关自我的终身总数据或指数是不是确认选择者目标的最佳手段（我倾向于这样认为）。

让我们把最困难的问题放在一旁，先承认某些形式的选择架构会被视为家长主义。这有问题吗？正如我们之前说到的那样，拒绝家长主义的原因与福利有关：对于什么能够提升自身的利益，人们也许是最好的判断者。正如穆勒相信的那样：也许外人会犯错。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提出一个非凡的建议：“意识到我们在他人（选择者）所知的大多数信息上有着无法弥补的无知，这是关于自由的讨论的主要基础。”5哈耶克谈论的是福利，而非自主权。他认为，“他人”作为选择者，必然比“我们”知道的信息更多。例如，选择午餐吃什么、在哪里居住、跟谁约会、做什么工作的他人。从福利的角度来说，维护自由、聚焦于手段的家长主义被反对的可能性更小。对于行为偏差的理解表明，人们或许会在尊重手段的同时犯错；但对于选择者的专有知识的赞许表明，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关于自身目标的判断。

有人可能会回应道，即使是以手段为导向的助推也不会充分了解情况，至少政府的助推是这样的。公职人员在制订默认规则时，或许会把人们引导至糟糕的方向；他们或许会告诉人们一些假的或者无用的信息。如果我们极度怀疑公职人员的诚信和能力，就会希望政府尽可能地减少助推的实施，并且偏爱来自看不见的手和自发秩序的选择架构。

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观点。这取决于对政府犯错风险的某些假设；无论它是否正确或尚不清楚是否应将其视为明显的道德异议。同时也不清楚是否应将其视为对增加导航性所做努力的反对，除非我们认为这些努力本身可能会被误解。

在遭遇对于事实的无知和行为偏差时，有些福利主义者会被强制性的家长主义吸引。6如果家长主义能够提升福利，那么福利主义者应该支持这种家长主义。对于福利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无论是硬性的还是软性的家长主义，都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除非有系统性的、福利主义的合理原则或假设可以用来反制家长主义。

这样的假设可能是出于良性原因，并基于选择者可能比选择架构师更具信息优势这一判断。但是在一些情形中，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因为选择者缺乏相关事实的准确知识，而选择架构师拥有这些知识。但将这一点作为支持强迫的理由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至少在涉及第三方利益时会是这样。助推的优势在于它能降低这种风险，因为在助推中人们能自主行事（见第10章）。

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提供信息的助推就是一种自然的矫正方式。但在某些情况中，如自动加入退休金计划，人们就很难以福利为理由拒绝它。诚然，主动选择或许更好，但结论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成本和犯错成本。福利主义者可能会更倾向于支持保留选择的方式，这是基于个人通常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理论，但默认规则保留了选择。默认规则在某些方面有家长主义特征这一点不应该成为被反对的决定性理由。

另一个拒绝家长主义的理由与自主权和尊重个人的理念有关。耶鲁大学哲学教授斯蒂芬·达维尔（Stephen Darwell）写道：“家长主义令人反感的特征不在于那些试图让我们受益但违背我们意愿的人在关于什么对我们有益上犯了错……而是犯了一种关于尊重的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有权自己做出选择。”7这将引导我们讨论下一项反对意见。

某些助推会侵犯人们的自主权吗

助推是否会侵害自主权？我们在上文中说过，助推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会让人感到困惑。它似乎是以现有的助推不会损害自主权这个判断为前提的，而提议的或实际的新助推将在以前不存在助推的地方进行助推。这是错误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某些具体的助推是否会侵害自主权。

无论如何，自主权需要的是在信息充足的情况下进行选择，而许多助推是特意为确保可用于选择的信息充足而设计的。在缺乏信息、存在（从行动者自身的角度来判定的）行为偏差或某种系统性错误的情况下，对于这样的被正确理解的助推是否侵犯了主权这一点并不是确定的。在社会环境不可导航的情况下，助推会提高其导航性而非造成损害。全球定位系统设备不会产生与自主权相关的问题，对用户友好的电脑也不会，为简化按揭贷款或信用卡协议所做的努力也不会。

同样重要的是，自主权不要求在所有情形中都做选择，自主权也不能证明在所有情况下都要求进行主动选择是合理的。如果人们必须在所有地方都进行选择，他们的自主权就会减少，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将注意力分配给最值得关注的事情。时间管理与自主权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如果说助推会降低时间管理的难度，那么它们也带来了一种重要的自主权。

尽管如此，从自主权和福利的角度来看，优良的选择架构通常包括主动选择。默认规则或许会侵害自主权，尤其是当它们没有追踪到人们可能的（明智的）选择时。我们需要记住，由于惯性的力量，人们或许不会拒绝有害的默认规则。若如此，就会侵害他们的自主权，因为最终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特意选择的，或者不是他们现在或将来会喜欢的。

与默认规则相比，维护自主权方面的利益是否要求保障主动选择取决于具体情况。通常主动选择是最佳的，应该被纳入相关的选择架构中。但从自主权的角度来说，在某些方面默认规则可能优于主动选择。如果人们选择了不做选择，或者他们在被问到的情况下才做选择，那么强迫他们做选择就是对其自主权的一种侵犯。如果人们希望做选择，默认规则并没有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力；当然他们也可以拒绝默认规则。即便存在惰性，许多人也会这么做。保护选择的自由对于尊重自主权有很大的裨益。关于自主权，真正的问题在于操纵的可能性，我在后文会讨论这个问题。

某些助推是强迫吗

如果选择架构师强迫人们，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在助推了。但怀疑论者或许会再次强调，由于惰性的力量，人们或许会被动地接受默认规则，哪怕他们对由此产生的结果毫不关心——如果他们关注相关问题就会拒绝这个结果。

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强迫是否恰当，因为没有人被强迫着去做任何事情。但肯定存在一种风险，即哪怕人们没有明确同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行为，默认规则也可能会产生有害的结果。选择架构师需要考虑到这种风险。但只要选择的自由得以维护，且是真实的而非形式上的，那么就不存在强迫。

某些助推会侵犯人们的尊严吗

强迫的反义词是自由，尊严的反义词是羞辱。我们将在下文中对其进行讨论，这或许是所有反对意见中最有趣的一项，尤其是当它与操纵问题结合在一起时。

关于尊严在道德中的地位存在很多争议。以一个非常规的观点来看，尊严是福利评估的一部分。如果人们感觉受到了羞辱，或者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遭遇了福利的损失。这种损失可能是极其严重的。在评估福利后果时，必须要考虑到这样的损失。

优秀的福利主义者应该承认，侵犯尊严与其他类型的损失具有本质的区别，这与金钱的损失或者失去前往海滩玩耍的机会是不一样的。但以福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与其他被损害的方面相比，尊严损失也不过是损失的一种。出于辩论的目的，假设通过图像和强烈的情感呼吁激发人们强烈的情绪（系统1）以便阻止人们吸烟，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对尊严的侵犯，因为这可以被当作对吸烟者的不尊重。因此，一些吸烟者可能也会这样认为并提出反对。如果能挽救大量生命，哪怕会造成相关的尊严上的损失，福利主义者可能也愿意支持这种情绪化的呼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侵犯尊严不仅仅是福利主义演算的一部分。这种侵犯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感受，并且这是一种严肃的行为，尤其当它来自政府时可能更甚。除非具有压倒性的强有力的理由，否则（也许）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我们赞同这种观点，那么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即助推是否会侵犯人的尊严。

再回到我的总体观点上来：反对意见的效力取决于特定的助推。全球定位系统设备没有侮辱任何人的尊严。真实信息的披露基本不会被视作对于尊严的侵犯。当然，这是在信息有用，并且人们需要它的情况下。提高导航性的助推不会侵犯尊严。

诚然，如果政府不断提醒人们已知的事情，那么可能是对尊严的一种侮辱，这是一种幼稚化。每个小孩，以及每个曾经是小孩的人，都能回忆起这种幼稚化，并且也可以在成年人的生活中发现它。如果人们每小时或每天都被提醒同样的事情，他们有理由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如果人们不断被提醒截止日期即将来临，他们可能会感觉自己被当作小孩一样对待了。

如果选择架构师使用社会规范让人们知道大多数人的做法，那么这就不太可能会具有羞辱性。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重复地调用社会规范仍然可能会变成与尊严有关的问题。如果提醒在不断地重复、表现出了优越感或（有意）激发出了强烈的情绪，而不是仅仅给人一种真实的现实情况的感觉，那么也可能会导致同样的问题。

同样，理论上人们不会反对助推，但是会反对他们可以想象到的助推。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在不常见的假设的范围之外，不受欢迎的且大量的提醒对尊严造成的侵犯，是相对少数的，并且从引起西方政治传统对于尊严的关注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种有趣的谦虚的说法。

尊严与默认规则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如果雇主让员工自动加入退休和医保计划，其尊严几乎不会受到影响。如果一家手机公司设置了一系列关于手机和合约的默认规则，那么在尊严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妥。

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情况更加严峻的案例。假设政府坚持让各种餐馆实行“默认餐食”，以便人们能够获得某些健康的选择，除非他们另作要求。合理的反应是：为何不让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想要的食物？为何他们应该遵守默认规则？或者，假设政府为成年人制订了一个“默认锻炼计划”，这样他们就应该参加某些活动，除非他们明确选择退出。人们或许会做出同样的合理反应，也许还会带着很强烈的激动情绪。这里还有更加温和且现实的提议：医生应该让吸烟者加入某项默认戒烟计划（有权选择退出）。那么自动加入会侵犯尊严吗？

请注意，这类默认规则可能会受到福利主义者和非福利主义者的反对。福利主义者希望聚焦于人们的主观感受。他们认为，在这一规则中人们被当作小孩对待了，而人们反对这种待遇，这在他们的评估中是非常重要的。非福利主义者坚持认为应该反对侵犯尊严，即使这样做是出于某些与福利相关的理由。问题在于，非福利主义者是否及何时会愿意用与福利相关的理由来推翻反对意见？

在极端情况中，默认规则可能确实是对尊严的严重践踏。若如此，那么无论我们的基本承诺如何都应该强烈反对。但是，将极端案例或臆想案例作为反对默认规则的普遍理由是错误的。如果某机构采用双面打印的默认规则，或者人们被自动纳入医保或退休计划，那么他们就没有受到不尊重的对待。与绝大多数默认规则发挥作用的现实世界相比，与尊严有关的反对意见在理论上的影响力更大。当然，在某些实际情况中，必须认真对待这样的反对意见。

某些助推是操纵吗

为了处理反对意见，我们需要谈谈操纵这个复杂的概念。仅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而提出的倡议不能被称作操纵。警告司机他即将驶入沟渠或撞车，这不是在操纵。同样的，提醒别人账单到期或医生的预约近在眼前，这也不是操纵。

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操纵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或者一种充分必要条件。它可能是与各种实践相关的总体概念。但是，我们首先可以说，如果选择架构师不尊重人们的反思性选择能力，如试图以隐蔽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或利用人们的弱点，那么这就存在操纵的嫌疑。如果有人通过让你关注毫无意义但令人兴奋的功能，从而说服你购买一部很贵的新手机，那么你就是被操纵了。或者，有人用健美人士变得更加健美的视频来说服你购买一台无用的锻炼仪器，那么你也可以说被操纵了。

谎言可以被视为操纵的极端案例。欺骗也算是操纵的极端情况，即使没有人说谎。如果你暗示说某种事物不健康，但其实不然，那么你就是在操纵。

如果行动缺乏透明度，选择架构师的角色或动机被隐藏了或伪装了，这通常也可能会被视为操纵行为。在《绿野仙踪》的关键场景中，巫师说道：“不要理会帘后那个人。”帘后那个人当然只是一个伪装成伟大巫师的普通人。如果选择架构师隐瞒了自己的角色，那么说他们是在操纵也不为过。

如果试图以破坏人们自觉选择的能力的方式下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也可以被视为操纵。试想一下这样的定义：“操纵是故意并成功地使用妨碍选择的方法来影响他人的一种手段。”8当然，妨碍选择这个词不是自定义的，它可能代指那些不会引发或产生有意识的考虑的方法。若真如此，对操纵的反对就在于它“通过颠覆和侮辱受害者的决策权而侵犯他们的自主权”。9这种反对也适用于谎言。谎言试图通过使用虚假情况而非真相来改变他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虚假情况允许人们进行自主决策）。在更严重的情况中，挑战在于要将颠覆和侮辱的观念具体化。

潜意识广告可能会被视为具有操纵性和侮辱性的，因为它在相关人员的背后进行操作，且不会调用他们的意识。这样，人们绕过了自身的思考能力，从而使决策受到了影响。如果这是潜意识广告的根本性问题，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非自愿催眠也会被视为一种操纵行为。但大多数人都不支持潜意识广告，并且，非自愿催眠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问题在于，禁忌实践是否能使可获得更广泛支持的干预措施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方面，助推普遍或通常会被视为操纵。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莎拉·康利（Sarah Conly）认为，助推在发挥作用时，“我们不认为人们有能力做出良好的决策，反而会利用非理性来制服他们，这是更有效的办法。我们承认，如果任由人们自行其是，他们通常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且这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即人们基本上是理性的、谨慎的，因此可以并且应该自主地指导自己”。10控诉非常强烈，但这并不是对大多数助推的公平控诉。请回想一下之前的一些案例：信息披露、提示、警告、默认规则和简化。部分选择架构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的：人类受困于有限的理性，但他们并没有诉诸“非理性”，也没有体现出上述判断，即“如果任由人们自行其是，他们通常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对此，我们可以参考以下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康利的指控并非是绝对错误的：

1．选择架构师可能会选择使用健康警示图像，这基于一种理论：情绪化的，甚至内脏器官的展示会产生强烈的效果。

2．选择架构师可能会运用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并相应地呈现信息。他们或许会借助损失厌恶来暗示人们，如果拒绝采取某些行动就会损失金钱，而不是暗示人们，如果采取某些行动就会获得金钱。他们或许意识到了，相对于产品含有10%脂肪的说法，产品90%是无脂的说法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并且他们会选择能产生目标效果的框架。

3．选择架构师或许会进行战略决策以决定如何呈现社会规范，并且知道正确的呈现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强调当地社区的行为。

4．选择架构师或许会对选项进行排序，如餐厅或表格上的选项，使人们更有可能进行某种选择。

如果说这些情况都与最恶劣的操纵无关，那就太过于轻描淡写了。这里面不涉及欺骗和隐瞒，但是否存在试图颠覆或侮辱人们决策权的情况？我曾说过，政府应该使其所作所为保持透明。政府不应该隐瞒其行为或行为背后的缘由。透明是否能消除关于操纵的指控？在此类情况中，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健康警示图像是为了激发人们的情绪而非告知事实，那么它有可能是一种操纵。但如果这一警示的公开解释正是这一理由呢？如果警示被使用并且被证明是有效的，只因为它调用了人们的情绪并挽救了生命，那会怎么样呢？如果它正因此而受到相关群体的欢迎，如吸烟者，又会怎么样呢？在战略性运用框架效应、社会规范和顺序效应时，可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奥克兰大学教授T．M．威尔金森（T．M．Wilkinson）指出，认为操纵侵犯自主权可能过于粗鲁，因为“操纵可能是获得了许可的。如果它是被许可的，那么以正确的方式实施的操纵至少与自主权是相符的，并且有可能会加强自主权”。11

如果政府的目标是系统1，即可能通过框架或情感激发的手段进行助推，可能是因为系统1已经成为操纵的目标，并损害人们的利益。在香烟案例中，可以说许多过去的和当前的操纵，包括广告和社会规范都对人们产生了影响并使其成为吸烟者。

这样的话，或许我们可以说公职人员应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但有人会坚持认为别人的错误并不能成为自己犯错的理由。并且，如果政府试图引导人们戒烟，则必须将其视为成年人并调用他们的思考能力。由此产生的争论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有些人支持福利主义立场。我们可以粗略地将福利主义理解为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有些人则尊崇某些义务论。义务论认可某些原则，如尊重个人，无论这些原则是否会提升社会福利。对于何时及是否可以接受将系统1作为目标或者对人们实施操纵这个问题，福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可以说，即使是完全透明的，只要选择架构师以情感为目标，或者寻求一种可与人们的直觉或自动思维互动且有效的表达方式，则至少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操纵。但操纵是分等级的，并且谎言与设计可以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替代方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说自己正在认真考虑某个特定的行动方案，朋友或亲人回应以微笑或皱眉，我们不太可能会指责他们是在操纵我们。如果我们使用“操纵”一词来形容那些支持自己所属群体中大多数成员偏爱的方法，或者强调他们所厌恶的替代方法将带来的损失的那些人，则是对操纵一词的扩大化理解。被理解为操纵的行为是连续性的，如果因医生或律师使用肢体语言来支持或破坏替代方案，就认为这是在“颠覆”或“颠倒”患者或客户的思想并提出反对，就显得过于苛刻了。

我们应该能够就以下观点达成一致：从任何相关意义上来说，大多数助推都不是操纵性的。但由于部分助推可以被视为操纵，对其反对或顾虑的程度取决于操纵的程度。无论是出于福利主义者还是非福利主义者的立场，我们都可能会坚持认为，政府撒谎或欺骗公众的行为绝对或几乎绝对是一种禁忌。但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对情绪呼吁和框架更加宽容。且关键在于这类方法能否产生重大的福利。如果健康警示图像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仅因为它被视为一种温和的操纵就不能被接受了吗？福利主义者会为了福利性结果而做出全面的考虑。

诚然，有些人将自主权视为一种独立的利益，他们会在为操纵定案的过程中建立强有力的甚至是结论性的推定。但我希望我已经用足够长的篇幅表明，此处所讨论的最温和的操纵形式限制了操纵概念的界限，将它们排除在可供考虑措施的范围之外实属怪事。

某些助推会阻碍学习吗

做选择就像身体的肌肉，选择的能力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如果助推使得肌肉萎缩，我们就会反对它们。此处也一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主动选择和提示选择基本上不会阻碍学习。信息和提示也不会。相反，它们能促进学习。这里的要点很简单，证据也很有说服力：这类助推能锻炼选择的肌肉。

关于学习，真正的问题在于默认规则。可以说主动选择远比默认规则要好，理由就是选择能够促进学习。例如，试想一下，雇主应该要求雇员对退休计划进行主动选择，还是应该默认这就是适合他们的计划？学习的潜力很可能会有利于主动选择。如果由于默认规则导致某些结果，他们就不能增加知识储备，这可能是一种重大的机会损失。

关于学习的论点与环境有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无数关于电脑和手机的决策中最终走向默认设置并不重要，因此他们对于此类设置并没有异议。在其他许多情形中，机构依赖于默认设置而非主动选择的情况也是如此。要想知道选择架构师是否应该利用主动选择，我们需要探索相关情形是否有价值，所有因素是否都被考虑在内，以及选择者在其中能否增加知识储备。

会犯错的选择架构师是反对助推的理由吗

选择架构师也是人，而且有可能具有行为偏差，至少可以说，他们通常是不可靠的。由于选择架构师可能会犯错，那么反对某些助推及某些干预现有选择架构的行为就是合理的。他们或许缺乏重要的信息，哈耶克的追随者强调了他们存在的所谓的知识问题，也就是说公职人员通常缺乏公众整体所掌握的重要信息。选择架构师可能有偏差，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受到了威胁；许多怀疑论者强调公共选择问题，指向的是自私的私营群体。选择架构师或许自身就带有严重的偏差，如现状偏差、乐观主义偏差或概率轻忽。在民主社会里，公职人员会迅速响应公众观点。如果公众是错的，那么公职人员也可能是错的。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反对意见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道德规范，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性说明。与行政命令和禁令相反，支持助推的一个原因是选择架构师可能会犯错。任何人都不应该否认这个主张，否认这个支持保留选择的方法。如果选择架构师犯了错，至少人们还可以自己选择。

对反对意见的初步反应应该是我们所熟悉的：选择架构是无法避免的。在选择架构师行动时，他们会改变架构；他们不会创造出之前不存在的架构。一部分来自公共机构的助推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它的消失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如此，为政府工作的选择架构师可能会认为，依赖自由市场和信任看不见的手的机制通常是最佳选择。若如此，他们会选择或接受体现出这些机制的选择架构。

这个观念会引发许多概念性和实证性问题，此处暂且不表。问题在于它是否真的过于抽象和根植于教条，所以不应该得到支持。诚然，自由市场具有许多优点。但在某些情形下，披露、警告和提示所带来的益处远远多于危害。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主动选择有时不如默认规则。如果必须有人决定使用哪种办法，有时候这个角色不可避免地就是政府。确实，对公职人员的不信任会导致对助推的反对，至少在可以不使用助推的时候会如此；但如果助推是教条式的、笼统的，这样的不信任可能会导致公众在福利和自由方面的严重损失。

助推的道德问题

助推和选择架构是无法避免的，但选择架构中由选择架构师故意设计的有意改变真的可能会变成道德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在潜在目标非法的情况下。事实上，对非法目标的顾虑是对某些助推提出很多合理反对意见的基础。

如果目标是合法的，那么就需要在密切参考情境的前提下对道德问题进行评估。披露准确信息和实事求是的警示通常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如果并没有隐瞒或伪装，助推也不太可能会违反道德约束，至少不会因为它们可以或正在促进明智选择时违反。

默认规则往往会让生活更加容易管理，拒绝这样的规则是不太明智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主动选择可能比默认规则更可取，至少在学习非常重要并且不可以使用“一刀切”策略的情况下是这样。

此外还存在这样的事实：某些可以想象到的助推会被当作操纵，从而引起与自主权和尊严相关的反对意见。这是一个反对助推的点。但操纵的概念包含核心和外围，一些干预措施不仅仅是外围。即便助推的目标是系统1，它也能将操纵的概念纳入这样的分类。对于这一点可以参考图像警示或损失厌恶在教育信息中的应用。如果助推是完全透明和有效的，并且它们的动机没有被隐藏，同时也不限制选择的自由，那么它们不应该因为道德方面的原因而被排除在外，无论道德约束的基础是什么。


第9章
助推与控制权

美国电视剧《迷失》（Lost）中的主要角色之一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关键时刻呼吁：“不要告诉我什么是我不能做的！”1洛克喜欢做事，但更重要的是他不喜欢被告知自己不能做什么。在每一个转折点，他都坚持自己的能动性。

依我之见，洛克式的呼吁与心理学概念“抵抗”有关，这个概念是指人们往往会去做他们被告知不能做的事情。2它证明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而抵抗就是其中一个案例：在很多时候，被理解为行动自由的控制权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控制权被剥夺时，他们通常就会反抗，哪怕行使控制权不能为他们带来利益或者有可能还会带来物质上的损失。

政治社会学奠基人托克维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赖着自由，使他们产生依恋的是自由的内在吸引力，是自由固有的魅力，这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发表言论、行动和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被奴役。”3就政治学而言，托克维尔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不对。但他肯定抓住了政治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个人的自主权或控制权的价值，是为了控制权本身，“与利益无关”。他随后立即补充道，许多人“热爱”自由，并非因为“自由赋予他们的物质利益，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利益”。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研究过控制权的内在价值，但我们需要了解更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于政治和法律都极其重要。私营或公共机构无论何时阻止选择、干预人们的能动性或被人们认为它们在这样做，就会招致反抗。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暴力就有可能会出现。想想这个广为人知的案例：2012年，时任纽约市长的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尝试禁止苏打饮料和大于16盎司的含糖饮料的销售。这是一个适度的举措，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分是来自纽约市民的强烈的、集体的洛克式呼吁。在食物、医保和香烟方面的任何形式的家长主义都存在着产生类似抵抗的风险。当然，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很大。美国尤其容易出现这样的抵抗。但我们是同一个物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你都能找到洛克式的呼吁。

由于助推保留了选择的自由，它们比强制和禁止要好得多。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同的国家，助推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即便大多数人都拥抱助推，也有小部分人拒绝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助推引发了顾虑，这是因为它们也激发了某种洛克式呼吁，至少在某些圈子里如此。例如，默认规则（如自动加入退休金计划或选择绿色能源）允许人们退出并自主行事。但有人认为它们是在削弱能动性和控制权。更广泛地说，人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政治运动，如性别平等运动和同性婚姻运动，以及英国脱欧运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洛克式呼吁激发的。在美国，洛克式呼吁在特朗普任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他表明针对移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巴黎协定》的态度时。

控制权的内在价值对商业，以及政治和法律都至关重要。公司应在多大程度上保护选择的自由，并向消费者和雇员强调他们最终拥有自主行事的自由？银行、杂货店、软饮公司、手机公司和汽车制造商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各类雇主也面临这种问题。答案极其复杂，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控制权的内在价值都被保护稀缺认知和情绪带宽的偏好抵消了，因此进一步被明确的或隐含的不做选择的选择抵消了。在每个人的心里，时不时会发出绝望的恳求：“你来搞定吧！”

这种请求，在人们去新城市购买房子或进入一个有无数选择的商店，或者当人们试图申请福利、许可证、执照而政府网站要求他们登记冗长的表格等级偏好时会被听到。你可能甚至希望政府禁止某类食物或药品，这并不是因为你不珍惜自己的能动性，而是因为政府知道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危险的。公民或许也愿意对他们的政府说：“我们希望你来决定哪种药的预期用途是安全有效的。”鉴于公职人员拥有的信息优势，这很容易成为一种理性的委托。

我们可以把这种潜在的请求（“你来搞定吧！”）称为麦迪逊式呼吁，这是以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名字命名的，他强调共和相对于民主具有诸多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共和的情况下，人们会授权给相关的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可以做出更优决策。4在政治和经济发展历史上，许多人都以各种方式强调过这一点，包括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至于洛克式呼吁，跟麦迪逊式呼吁一样：我们对于什么时候能够听到呼吁及它在什么时候是合理的，都知之甚少。

委托人、代理人与理性选择

当有人剥夺你的行动或选择的自由时，最令人反感的否认控制权就会发生。例如，在你认为合适的时候被禁止花钱，或者被禁止接受你想要的工作。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当事人都可以自愿选择放弃部分自由。事实上，这也是在行使控制权，并且这对于自由和福利都极为重要。你也许依赖或指认一位代理人，这位代理人可能有着卓越的学识、没有偏见，或能为你减轻把稀缺的时间和有限的认知资源用于做决定的义务，但这会让你承担某种认知税或享乐税。基于这些原因，麦迪逊式呼吁就有了吸引力。其实在退休金和医保领域，很多人通常都愿意进行小部分或大部分的授权。

与此同时，委任代理人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任何代理人都有可能学识不足、无视委托人的真正顾虑、具有自身的偏见，或者会受自身利益的影响。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麦迪逊一派的委托人可能会决定不再委任代理人，或把代理人的权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的委托人可能是希望保留退休金和医保方面的控制权。那些具有洛克式倾向的人会怀疑这样的任命将导致控制权的让渡。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他们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相信那些试图代替他们做决策的人，因此就有了事必躬亲者和控制狂这两个词。

在公共领域中，可以将公民视为委托人，将政府视为代理人。例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工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问题。我在之前提到过，监管可能是一种隐含的，甚至是明确的授权；公民可以决定授予政府选择的权力，甚至助推的权力。5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对于这样的授权是否合理，公民的意见都会出现很大的分歧。

许多关于公职人员应该做什么的辩论涉及洛克式呼吁和麦迪逊式呼吁之间的对立关系。我推测，那些怀疑会出现让渡控制权的人通常会对让他们这样做的人产生一种即时的、直觉上的，甚至是自动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是极其消极的。根据目前的心理学研究发现，这些人的系统1会坚持掌握控制权，哪怕他们的系统2建议赞成授权。

理论上，自己做选择或授权别人代替自己做选择的决策都应该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并且是足够审慎的。选择者首先会思考预期的价值：授权是否能让收益更高？选择者或许还会询问节省有限时间和注意力的价值。如果节省出来的价值很大，选择者也许会愿意牺牲某些预期价值。同样重要的是选择本身是否具有收益或成本，因为选择者可能享受或厌恶他们分配给选择的时间。

对于有些人来说，研究最佳投资方案或正确的医保计划的过程是件引人入胜或有趣的事情。但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些选择则是不愉快的、累人的，是一种享乐税；如果可以说服（或支付）他人替自己做选择，这将是一种很大的解脱。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餐馆里的案例，有人喜欢在挑选时与服务员互动，而有的人则不喜欢这个过程，他们会让服务员替他们做选择。6在这方面，重要性相对较低的决策和更重要的决策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有的人特别喜欢琢磨他们的退休金和最佳投资方案；也有的人则痛恨这个过程。有的人喜欢研究抵押贷款，而有的人则不然。

如果个人对结果负责，选择者可能还会考虑奖励的乐趣和损失的痛苦是否会被放大或缩小。研究表明，人们对自己所选择的事物的珍视程度要胜于别人替他们所做的选择。7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情境，选择者对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100美元的喜欢程度，胜于通过别人的努力获得110美元：自己得来的100美元所具有的主观价值可能大于代理人的决策所带来的110美元。从另一方面来说，个人责任可能会放大不良后果的不利影响，因为他们会更强烈地责备自己，其程度甚于由代理人决策时责备自己的程度，哪怕授权的决定是自己做出的。

关于通过立法对行政公职人员进行授权的辩论经常涉及这类问题，因为立法者可能会通过授予行政机构酌情处理权，来试图逃避责任（但可能要对这种授权负责）。从职业安全到气候变化再到移民问题等诸多领域，如果立法者先授权他人，然后又责备他人，那么他们就可以从中受益。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创造属于自己的麦迪逊式呼吁的。

控制权溢价

与洛克式呼吁一致的是，研究发现人们更喜欢允许做进一步选择的选项。8同样的，当面临潜在的奖励时，人们愿意为自身收益方面的控制权付出精力和时间，而不愿意授权：这就是控制权溢价。9控制感也被证明可以减少面对不良后果时的压力和焦虑。10因此，做出选择可能会减少损失厌恶，这使得人们更倾向于找代理人而非授权。

塔莉·沙罗特（Tali Sharot）、塞巴斯蒂安·博瓦迪利亚-苏亚雷斯（Sebastian Bobadilla-Suarez）和我针对人们是否会付款或需要付款才能成为选择者进行了测试。11我们进行了多次实验。在每一次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在两种形状之间做出简单的选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回报和减少损失。这个任务需要技巧，受试者可以看到自己的表现。在“收益实验”中，正确的选择可以获得金钱收益而错误的选择则不能。在“损失实验”中，正确的选择不会带来损失而错误的选择则会造成金钱损失。在亲自长时间执行任务后，受试者获得了将决策权授予顾问的机会，他们还将看到顾问是如何表现的。因此顾问的预期价值将在每次实验中显露出来，并且受试者对于自身预期价值的看法也会被引出。这让我们得以检视受试者在面对潜在收益和潜在损失时，是否能根据自己的信念做出理性的授权选择。也就是说，受试者可以对比自身的表现和顾问的表现，并且在看到谁更胜一筹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授权。

我们的核心发现非常简单：受试者愿意放弃奖励以获得控制自己收益的机会。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并践行了洛克式呼吁。受试者不仅在面对潜在收益时，而且也在面对损失时都表现出了这种偏好。例如在其中一个实验中，价值最大化者有50%的时间会进行授权，而受试者的平均授权率明显更低。作为控制权溢价的证明，如果不是最佳决策，则受试者更有可能保留代理权，即不会授权。因此，受试者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他们的最佳选择所能带来的收益。

重要的是，我们要求受试者对自己的授权选择进行了（次）最优性评估。他们的评估相对准确，这说明他们完全意识到了自己为维持控制权所付出的溢价。我们关于控制权溢价的发现与其他几项研究的结果一致。12

实施控制的缘由与时机

现有的文献很有启发性，但信息量不足，并且引发了很多争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在于控制权溢价的根源。有一种解释是，人们使用了一种形式为心理捷径或推定的洛克式启发，其效果通常很好，但会造成严重的错误：勿将重要选择委以他人。毋庸置疑，人们并没有将洛克式启发应用到所有领域，但肯定应用到了某些重要领域。

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为自由所作的伟大辩护相联系的洛克式启发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自身所选择的结果通常适合自己的偏好，并且对其重视程度高于别人为我们所选择的结果。穆勒坚持认为，个人“是对其自身福利最感兴趣的人”，并且“普通男性或女性获得知识的手段是别的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13行为经济学对穆勒关于这些结果的论点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保留了足够的有效性，代表着一种启发式的主张，且将会导致控制权溢价。请注意，在我们的实验中，虽然洛克式启发出了错，但是在合理的假设下，它通常是正确的，至少在很多人们能发现自我的领域中是正确的。

我们可能还会推测，为自己获得的事物提供更高的内在奖励的生物系统可能具有适应性。例如，人们通过自身努力获得100美元所享受到的主观福利要高于人们通过代理人获得110美元的主观福利。如果我们知道某种行为会带来回报，就会在未来重复这种行为，以获得更多这样的回报。但如果我们不执行能够获得回报（或避免伤害）的行为，就会失去未来再次获得回报（或避免伤害）的“蓝图”的机会。跟大多数的进化论观点一样，虽然这个观点具有高度的投机性，但它是合理的。通过自己的付出获得的结果所具备的不断增长的价值，既来自它们的即时效用，也来自它们为后续选择所提供的信息。

但我们也已经看到，对于某些决策，人们并不太关心控制权，且对于另一些决策，人们实际上则很憎恶控制。在外国的餐厅里，你或许会告诉服务员：“你来选吧。”如果要做一个困难的关于药品使用的决定，你可能会让医生帮忙做出决策。控制可能是一种成本，而不是利益。

对于理性的行动者而言，可将相关的考量纳入一个简单的框架，其中包括决策的成本和犯错的成本。假设有一家网站总是问你：“您是否愿意更改隐私设置？”许多人都不喜欢这个问题，这是一种认知税，它强加了决策成本，并且还不太可能降低犯错的次数和程度（因为你觉得现在的设置挺好的）。但如果要决定在一座新的城市的什么位置买房或租房，你或许会欢迎这样的问题，并且可能不会进行很多授权：你对于自己的偏好和价值观有着特殊的接近权，而任何代理都可能犯下高成本的错误。你会欢迎相关信息和建议，但最终的决策是由自己做的。如果有人强行介入，你可以用洛克式呼吁待之。

对有限理性的代理人而言，启发式、偏差及其他可能不相关的因素都会带来并发症。以发出麦迪逊式呼吁的非选择者为例。或许她会拒绝一项有价值的投资，如获得知识。或许她目光短浅，过多地受到了短期选择成本的影响——需要学习并理解长期的收益，而长期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现状偏差可能会导致人们决定不做选择。也许非选择者会遇到自我控制的问题。她无法放缓速度，专注于不是特别有趣的事情，至少短期内无法做到，但如果这样做了，最终会为她带来许多好处。或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爱好是可塑的。或者说，非选择者可能会受到可用性偏差的不当影响，这是由于她对自己出过错的近期选择产生了过度反应。

在非选择者看来，那些做选择的人或那些表现出极大的控制溢价的人，可能会犯相似的错误（或许就像我们实验中的那样）。例如，现状偏差会促使人们亲自做出决策，即使找一个可靠的代理人才是更合理的。节省带宽并允许其他人代为做选择的决定可能需要很大程度的自我控制。

麦迪逊式呼吁很重要；但依我之见，对于商业、政治和日常生活而言，控制的内在价值和洛克式呼吁更为重要。它们有助于解释许多领域的行为，如消费、教育、就业、环保、储蓄、运动、投票和政治等。这些表明，对于那些有权威的人来说，明确宣布“最终决定权在你”通常是明智的和善良的。


第10章
助推与命令

鉴于行为研究结果认为人们偶尔会有犯错的倾向，有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命令和禁令是否拥有了新的立足点？1这个问题的动机很明显：如果知道人们的选择会把他们引至错误的方向，我们为何还要坚持选择的自由？在人类的错误面前，坚持自由是不是很奇怪，甚至有点一意孤行？如果我们明知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不做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吗？

我们应该同意，如果某种命令能明显地促进社会福利，那么它本身就具备了很强的说服力。当然，我们必须明确社会福利的含义，但如果我们能就粗略的定义达成一致就会发现，命令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意义的。2在有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助推是不够的。没有人相信默认规则能充分解决暴力犯罪问题。没有人会认为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盗窃或殴打他人。面对标准市场失灵的情况，命令的颁布具有人们熟知的理由：例如空气污染的问题。诚然，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默认规则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如默认规则支持绿色能源的案例。但是，对于眼前的问题，默认规则的影响可能会被证明力度不够，而且它们几乎不会启用所有的适当的应对措施。

我们已经看到，行为市场失灵同样存在。如果有人患有不现实的乐观、有限的注意力或自控问题，如果这会让他们的福利遭受严重损失，那么某些公众反应就是存在争议的。如果人们面临着死亡或毁灭生活的高风险，那么强迫他们可能是有意义的。毕竟，人们必须得到某些药物处方，并且即使是在热爱自由的社会中，人们也会被禁止购买某种食品或者避免在工作地点承担某些风险，因为这太过危险了。我们肯定能指出一些把命令或禁令当作最佳措施的案例，因为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这种选择的优先性高于其他选择，包括默认规则。

关于命令的5个反对理由

即便如此，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以提高社会福利为目标，那么助推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通常是最优的选择。

1．面对异质性，可以保护自由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默认规则允许人们自由选择，从而降低“一刀切”解决方案的相关成本，而这通常是命令所带来的成本。在信用市场中，即使利率很高，有些人也可以从透支保护计划中受益。禁止加入或严格限制加入这种计划，可能会带来损失。对于信用卡和按揭贷款，人们有着不同的喜好和需求，默认规则与命令相比有很大的优势。个性化的默认规则可以减少异质性带来的问题，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设计这样的规则可能具有挑战性。

2．那些赞成助推的人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怀有警惕心理：公职人员的信息有限，并且有可能会在知识问题上犯错。如果助推是以犯错为基础的，那么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命令所造成的伤害要轻得多，因为人们有忽略助推的自由。诚然，部分助推是能被人接受的，但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人在不喜欢助推的时候会选择退出。回到冬季温度默认设置的指导性案例：如果默认设定为下调1摄氏度，人们仍会坚持下去，但如果默认设定为下调2摄氏度，那么其接受程度就会降低。我们将这个案例作为一个隐喻和一个揭示性的案例来说明，在默认规则让人们感到不舒服时，人们会如何拒绝它，这是防范信息不足的选择架构师的一种重要保障。同样，大数据和个性化默认规则的兴起可以减少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必须乐观地认为它们可以消除上述问题。

3．助推回应了这样一个事实：公职人员可能会在公共选择问题上受到组织严密的私营机构的影响。即便这些公职人员具有丰富的知识，但他们可能不具备正确的动机，哪怕是在运行良好的民主社会里。有权势的私营机构希望施行某些助推，并且有时候他们能说服公职人员支持自己想要实施的助推。在此情况下，如果人们能够自由选择，那么这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的保护，至少相对于命令来说是如此。

4．助推具有避免人们在被剥夺选择权时遭受福利损失的优势。在某些情况下，损失是巨大的。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人们有时希望进行选择，如果被禁止做选择，他们可能会感到沮丧、生气或者出现更糟糕的情绪。助推能避免这类损失。

5．在实施助推的过程中承认选择的自由可以被看作并且经常被看作一种内在的好处；如果政府重视人们的尊严，那么政府应该尊重选择的自由。有人认为自主权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人们喜欢的商品的范畴。如果人们被剥夺了自由，他们就会被婴儿化。助推允许人们自由地选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人们有时会反对，认为助推比命令更隐蔽、更不透明，因此更阴险、更难监督。但助推不需要也不应该具有隐蔽性。自动加入储蓄和医保计划没有什么是隐蔽的。诚然，很多人或许不会关注默认规则或了解它们的效果。但请回想之前的证据，即在面对默认规则时，人们的行为也不会改变，即便被告知这个具体的默认规则（而不是想象出来的默认规则）已经为他们做了选择。

有关命令的例证问题

为保护选择而进行的5种辩论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力量。它们指出了赞成助推而不赞成命令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可能不是决定性的。例如在某些情形下，对于选择自由的兴趣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而在其他情形中，人们对此不甚关心，并且其内在价值也很一般。请考虑以下例证型问题。

1．假设一所大型大学的打印机长期以来一直选择的是单面打印的默认设置，而现在要决定是否变为双面打印。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假设学校发现至少有80%的学生、教师和其他员工更喜欢双面打印的默认设置，因为他们希望节约用纸。基于这个信息，并且意识到双面打印这一默认设置的经济性和环保理念，学校更改了原来的默认设置。

现在，我们假设学校中的一些热衷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大学管理人员提出问题：是否应该强制执行双面打印。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还有大约20%的使用者更喜欢单面打印的默认规则，毫无疑问，单面打印通常在打印PPT或课堂讲义时是最方便的。

如果单面打印会给非使用者带来巨大的成本，如大学的用纸成本或环境成本，那么评估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若如此，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但如果打印机使用者的福利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变量，那么默认规则明显优于命令。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在面对不同人和不同项目之间的异质性时，命令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因此，这就是一个默认规则优于命令的案例。

2．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人们针对自动加入退休计划的效果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已经看到，自动加入会提高参与率，从而增加人们的储蓄，并保护选择自由：到目前为止，情况不错。问题在于，如果使用默认规则时的储蓄比例低于员工自由选择时的储蓄比例（如只有3%，这比许多自动加入计划的比例都要低），那么自动加入的结果可能是降低平均储蓄，因为默认比例能被接受。对于那些希望利用默认规则来增加人们退休福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讽刺性的结果。

然而，正常的反应不是摒弃默认规则去支持命令，而是选择更好的默认规则。有一种可能是自动升级，即逐年提高储蓄比例，直至达到预设的最高值。现实中使用这种办法的人数明显增加了，自动升级越来越流行。另外一种可能是选择更佳的默认储蓄比例。没有人否认默认规则可能会出错。如果出错，挑战就在于把它们纠正过来。

但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反对，这种反对同时还质疑了选择的自由。假设人们因为不好的原因选择退出退休金计划，而因为自身原因选择退出的决定会让他们的生活更糟。也许相关人士对于这个财务系统或雇主都有一种普遍但并不合理的不信任，因此他们选择少量储蓄或不储蓄。也许他们患有严重的现状偏差。而那些选择退出的人最有可能因此而受到伤害。

这些都是基于经验发出的疑问，但如果那些选择退出的人会受到伤害，那么从福利的角度来看为行政命令而做的辩护会更有力。如果公职人员通过实践知道，行为市场失灵或某些错误正在引导人们犯下自我毁灭的错误，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政府应该强制执行储蓄计划，并取消退出机制。毕竟，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制订了某些强制退休金计划；也许这些国家应该扩展这些计划，而不是允许或鼓励自愿性补充方案。确实，有些批评者可能会主张公职人员对最优储蓄率进行全面的福利评估，并要求这些公职人员在评估的基础上发布命令。

原则上不能排除这种方法，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需要谨慎待之。在评估选择退出的人的理性程度时，公职人员可能是错的（例如之前的知识性错误）。与默认规则相比，命令可能会让人进入一个能从参与中获益的系统，但它也可能让人们进入一个会受到严重伤害的系统。了解这两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重要，虽然难度或许也很大。那些选择退出（退休金计划）的人不是出于不好的理由，或者也不是因为忽略了未来的自我，而是因为他们现在需要钱，他们在当前和未来的福利之间进行了合理的权衡。

至少可以说，对最佳储蓄率进行比较性福利评估极其困难，尤其是在面临群体的多样性和长期变化时。对于25岁、30岁、40岁或60岁的人来说，最佳的储蓄率是多少？如果人们需要支付学费贷款或按揭贷款，或者需要承担孩子、年轻人或老人开支的时候，这个比率应该怎么调整？对于收入为3万、6万或10万的人来说，又该如何调整？宏观经济条件改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任何此类评估都必须承认，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和时间来说都有意义。举个例子来说，相对于经济增长期，在经济萧条时期更低的储蓄率是更合理的，至少对于相对低收入的人来说如此。同样的，那些要偿还大学学费贷款的人可能不希望在艰难还款的时候进行储蓄，在当前有大量合理开支的人（也许是孩子还小或者孩子在上大学）也可能不希望在这样的时期储蓄太多。这些点都体现了对于个性化的而非一刀切的命令需求。设计这样的方案并不容易，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社会工程。

此外，任何形式的命令都至少会造成部分选择者的福利损失，他们希望行使自己的自主权，却一定会沮丧地发现自己不能这样做。并且，如果选择的自由具有内在价值或能促进学习，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反对命令。

尽管这些各不相同的点都给出了警示，但它们可能并不是决定性的。正如我之前所说，许多国家通过某种社会保障计划强制公民进行储蓄，并且有着完全合法的理由。也许应扩展现有的计划，以提高强制性储蓄的水平。如果可以证明那些选择退出自动加入计划的人所做的决定真的是糟糕的，那么就有了支持命令的强有力的理由。或者，至少是支持为降低伤害风险而改变规则的理由。但即便如此，私人退休计划对于储蓄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自愿性的系统是否应该变得更具强迫性。异质性的存在和政府犯错的风险是强烈反对默认规则的理由。

3．大多数的燃油机动车都会排放污染物，并且汽油的使用增加了国家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从标准经济角度来看，这就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并且某种纠正税似乎是最好的应对措施，这种税旨在确保司机将其活动的社会成本内化。以行为为依据的监管机构倾向于认为，许多消费者在购买时并没有充分注意到驾驶汽车的成本。即使他们尝试这么做，也无法充分理解这些成本，因为将每升汽油所能行驶的里程数转化为经济和环境后果并不容易。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可以保护选择的自由的办法，那就是披露，即用能源—经济标签来纠正这类行为的市场失灵。

但是，人们也可能会怀疑，这样的标签是否足够有效。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或许很多消费者不会关注标签，因此不会购买能为他们节省一大笔钱的汽车。诚然，纠正税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消费者真的在购买时忽略了能源成本，那么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将税和节能汽车的某种补贴相结合，以克服消费者缺乏远见的问题。并且，如果消费者在购买时真的没有注意到汽车的使用成本，那么这也证明燃油经济性标准可能是合理的（标准经济并不支持这些标准）。

燃油经济标准让消费者可以在两个方面节省开支（这完全不涉及外部性)，那就是金钱和时间。为了支持上述论点，应该直接着眼于两个方面。事实上，燃油经济性标准最近所带来的绝大部分量化效益并非来自于环境改善，而是汽车泵所节省的资金；如果转换成货币等价物，节省的时间也很可观。至于最新和最具雄心的那些标准，美国运输部门发现消费者的经济节省效益约为5290亿美元，时间节省效益约为150亿美元，能源安全效益为250亿美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效益为490亿美元，降低其他空气污染的效益约为140亿美元，同时减少死亡人数可带来不足10亿美元的收益。3预计总收益在15年内将达到6330亿美元，其中84%来自汽车泵节省的资金，而不少于86%的节省与时间节省有关。

我在前文中指出，从标准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消费者利益进行分析，因为它们纯属私人节省效益，不以任何方式涉及外部性。在决定购买哪辆车时，消费者当然可以考虑节能汽车的私人节省效益；如果选择不买这样的车，可能是因为与其他车辆属性相比（如安全性、美观性和性能），他们并不重视燃油效率。那么市场失灵又是在那里发生的呢？如果问题出在信息匮乏方面，那么标准经济处方与以行为为依据的处方就有了重叠之处：提供信息，以便消费者能够轻易理解这些信息。

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存在一种风险，即任何一种保护选择的方法都不够充分。哪怕附带着世界上最好的能源—经济标签，消费者也可能在购买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好处。这不是因为消费者进行了理性判断，认为这些好处不如其他因素，而是因为消费者注意的是其他变量。4在决定是否购买节能汽车时，有多少消费者会想到时间方面的节省呢？

这个问题进而引发了很多实证性问题，对此我们缺乏完整的答案。但如果消费者没有充分注意到金钱和时间的节省，那么设计得当的能源—经济行政命令（强硬家长主义而不仅仅是默认规则）就很有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它会产生一种结果，这种结果与明智的、注意力集中的消费者当场就能得到的结果相似。如果命令的收益远远超过成本，并且不会造成明显的消费者福利损失（如安全性、性能或美观性的下降），那么命令确实能起到纠正行为市场失灵的作用。事实上，美国政府正是以如下文所述的方式进行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其他几种情况）的核心难题被称为能源悖论。简而言之，问题在于消费者似乎不会购买符合其经济利益的产品。这里有很强的理论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

·　消费者可能缺乏远见，因此低估了长期价值。

·　消费者可能缺乏信息，或在面对信息时缺乏对信息的充分理解。

·　与未来不确定的能源节省效益相比，消费者可能特别厌恶节能产品的高价格所带来的短期损失，哪怕这些能源节省效益的预期现值高于成本（这就是损失厌恶的行为现象）。

·　即便消费者具备相关的知识，但在购买时，节能汽车的好处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够显著，而显著性的缺乏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忽视这样一个属性，即考虑购买节能汽车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　在汽车能源效率的案例中，由于之前提到的一个或多个因素，消费者一旦先选定了其他特性（如车辆类别），那么在购买能源经济性更高的车辆时的可选项就会相对较少。5

我们应该对接受与命令或禁令相关的行为论证保持警惕，这是肯定的。行为偏差必须得到证明，而不仅仅是断言；或许大多数消费者确实非常关注节能汽车的益处。6政府的数据、预测成本与收益可能是错误的；想想我们之前说过的知识问题就知道了。不同消费者对于汽车的偏好存在高度的差异性，即使节能标准不仅仅包含默认规则，汽车也应该被设计得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自由选择空间。燃油经济性平均标准的应用有助于维护这样的空间。

具备这些条件之后，参照行为市场失灵提出的关于燃油经济性标准的论点至少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下，以改良版节能标签为形式的助推和以各类标准为形式的命令可以相辅相成。基于对行为发现的理解，提升消费福利的命令—控制方法，要比纠正税这种标准的经济补救措施好得多。

降低风险

燃油经济性的案例非常典型，但不应该被过分解读。可以肯定的是，它并没有确定在人们的错误面前，命令通常比保留选择的其他方法更可取。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这种保留选择的方法，尤其是默认规则，可以降低在差异性较大的人群中实施解决方案的成本，降低与政府犯错相关的风险，并能避免和消除与选择的自由相关的许多成本。鉴于命令经常会产生意料之外的，有时可能会是伤害性的影响，默认规则的风险往往更低。

没有人会否认，命令通常最终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但在自由社会中，应该考虑其他侵入性更低、能够保护选择的自由的办法。至少在不涉及标准市场失灵的时候考虑采取一种可反驳的推定。当然，只有在证明命令可以明显改善社会福利的情况下，才能考虑这样做。


第11章
助推与评估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行为科学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一个并不友好的概念：“对选项进行联合评估（joint evaluation）和单独评估（separate evaluation）时会出现偏好逆转。”1其基本理念在于，如果人们单独评估选项A和选项B，那么他们会选A而不选B；但当他们联合评估这两个选项，则会选B而不选A。人们对这类偏好逆转的关注太少了，但其实它们与许多法律和政策方面的问题都有相关性。它们还引发了关于选择、理性、选择架构，以及选择与福利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以微妙的方式告诉我们变化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是基于单独评估进行选择的。他们的评估只有一个选项：一件家电、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项政策、一位政治候选人或一段潜在的恋爱关系。他们密切关注的是孤立状态下的选项。在另外一些情况中，人们是基于联合评估进行选择的。他们评估的是两个选项，并且会通过不同的维度对选项进行比较。他们密切关注的是两个选项及它们之间具体的不同维度。

当然，人们或许还会评估3个选项、4个选项或500个选项。如果单独评估的替代方案是多重评估，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将单独评估与联合评估区分开来或许是不现实的。此处暂且不表，后文中我将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我的中心思想是，在对一个选项进行评估时，人们可能不会将它与其他相近的选项进行比较。

在此，我的主要目标在于说明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通常都会导致糟糕的结果，哪怕其原因各不相同。简而言之，单独评估的典型问题就是缺乏相关信息。选项的某些特性很难在孤立状态下得到评估；它们对生活或实际经历的意义并不清晰。为此，这些特征可能会被忽视。相比之下，联合评估的典型问题在于单一因素（或一部分因素）的过度显著。人们会着眼于两个选项之间的差别，无论这些差别对于生活或实际经历而言是否具有很大的意义。

我花了很多篇幅来阐述这些问题，这也说明了为何单独的选择通常会在市场和政治问题上出现错误。与大多数观点相反，我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选择单独评估而放弃联合评估，也没有理由选择联合评估从而放弃单独评估。如果目标是为了产生良好的决策和结果，这两种评估模式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寻找一些架构，来避免出现与这两个模式相关的问题和病症。乍一看来，全局评估（global evaluation）似乎比单独评估或联合评估更好，但这个结论下得过于草率了。这样的架构必须基于对相关目标进行的评估：这会提升消费者福利吗？能更广泛地促进社会福利吗？能确保最佳的威慑力吗？对相关问题和病症的理解为确定适当的架构铺平了道路。

消费者的评估

在消费者方面，下文所示即我将重点关注的偏好逆转案例。2

字典A：20万个词条，封皮损坏，其他地方像新的一样。

字典B：10万个词条，像新的一样。

如果单独对上述两个选项进行评估，人们愿意为字典B支付更多的钱；如果进行联合评估，他们则愿意为字典A支付更多的钱。出现这种偏好逆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可评估性。3在单独评估中，大多数人很难知道字典应该收录多少词条，或者说不清楚10万个词条是多还是少。4出于这个原因，在单独评估中，人们很难对10万和20万加以区分，因此会产生基本相同的支付意愿。这些数据没有也不可能有意义，因为人们很难知道它们所代表的含义。相对而言，即便是在单独评估中，“封皮破损”明显是负面的，而“像新的一样”明显是正面的。这使得这些特征之间的差别显得很大。有谁会想要一本封皮破损的字典呢？

对于心理学文献中提及的可评估性问题，可用更常规的经济学术语给出最恰当的解释。可评估性问题指的是缺乏充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获取是有成本的，且即使没有多少成本，人们也不愿费力去获取。而努力获取这些信息是否理智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取决于努力的成本和收益。在单独评估中，信息不足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如字典、手机、工作、人、城市这样的选项的许多特征是毫无意义的。为了与标准实践相一致，我将从始至终使用可评估性这一术语，并将之理解为缺乏足够的信息。

有些难以或无法评估的特征是以数据的形式呈现的，它们的意义取决于相关的情境和背景。在极客跑分(2)中，手提电脑的得分可能是3680，但消费者可能很难或无法知道这些数据与他们所关心的事物之间有何联系。对于某些数据（如电池寿命），哪怕是在单独的评估中，许多或大多数消费者应该都能理解。但即使对于这样的数据，单独评估可能也不容易让人们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9小时、10小时）或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6小时、5小时）之间做出适当的区分。为了克服可评估性的问题（可将其理解为信息的缺乏问题），消费者必须做一些功课，但他们经常拒绝这么做。

从这方面来说，可评估性问题与忽视机会成本问题属于同一类别：人们可能愿意为某种商品支付若干美元，但当他们关注到其他需要支付相等数额金钱的东西时，就不会再为第一件商品付钱了。5分析后发现，吸引人们关注机会成本与联合评估的情况相似；它扩大了人们的视角，使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原本无视的对比之上。

对于消费品和数不清的选项来说，可评估性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在进行选择时，可被评估的特征将会主导人们的决策。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术语来理解现状偏差这一行为现象。6当前是很容易进行评估的，而未来通常如在云里雾里。对于事物的未来状况，可评估性带来的挑战可能会导致现状偏差。对于政治和法律领域的选择而言，选项的某些特征的可评估性可能尤其低，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一点进行讨论。

相对而言，在联合评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10万个词条不如20万个词条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并且在对比的情境中显得更有意义。由于字典的意义在于定义词语，有20万个词条的字典似乎比只有其一半数量词条的字典要好得多。如果一本字典的词条数量是其他字典的两倍，那还有谁会关心它的封皮是否破损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案例（涉及公认的已过时的技术）。7

多碟机A：可容纳5张光碟；总谐波失真为0.003%。

多碟机B：可容纳20张光碟；总谐波失真为0.01%。

受试者被告知，总谐波失真越小，音质越好。在单独评估中，他们愿意为多碟机B支付更多的钱。但在联合评估中，他们愿意为多碟机A支付更多的钱。8在这里，可评估性同样是最合理的解释。即使人们知道总谐波失真的数值越低越好，0.01%从抽象上来说听起来也确实很低，并且它没有具体的意义。在单独评估中，0.01%和0.003%看起是似乎是一样的（低）。但在联合评估中，0.003%则明显要低得多。显然，人们认为对于多碟机而言，最重要的是音质。因此他们愿意牺牲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方面，如可容纳的光碟的数量，来换取更好的音质。

这里还有更多案例，其中包括一些来自真实市场的数据。9

棒球卡套餐A：10张珍贵的棒球卡，以及3张不太珍贵的棒球卡。

棒球卡套餐B：10张珍贵的棒球卡。

在单独评估中，缺乏经验的棒球卡交易商会为套餐B付更多钱。在联合评估中，他们则会为套餐A付更多钱。有意思的是，经验老到的交易商也会出现反转，但没有那么明显。他们也会在联合评估中为套餐A付更多钱，在单独评估中为套餐B付更多钱，尽管两个价格之间的差距不太明显。对于经验丰富的交易者而言，可以公平地说，相对较小的人群在联合评估中的偏好是套餐A，但在单独评估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好。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我们之间所看到的类似，并且对于经验不足的贸易商而言是直接明了的。在单独评估中，很容易看到套餐A更好，因为人们会得到一些套餐B中没有的值钱的东西。在单独评估中，很难对这两个套餐进行评估，或者了解到哪个更好。有些人可能会使用代表性启发法来使套餐A降级；由于这个套餐里包含着不那么珍贵的卡，所以整个套餐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好了。正如经济学家约翰·李斯特（John List）所解释的那样，这种特定的反转“检视了现实市场中的真实选择”，对“无风险决策中的偏好稳定性”进行了很好的检验。10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偏好是不稳定的。

政治领域的评估

以下是另一个来自不同领域的案例11。

国会议员候选人A：能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曾被判有轻罪（轻微违法行为）。

国会议员候选人B：能创造1000个就业机会；无犯罪记录。

在单独评估中，人们对候选人B的评价更高；但在联合评估中，他们更喜欢候选人A。对此最好的解释应该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在抽象环境中，人们很难知道5000个或1000个工作机会是否很多，并且要想对两者进行区分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但轻罪明显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点，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单独评估中，相对更多的人会选择候选人B。但在联合评估中，大多数人认为增加4000个工作岗位的收益超过了存在一名犯有轻罪的国会议员的成本，因此候选人A会受到欢迎。

这个案例是高度程式化的，其结果取决于相关群体内部的不同倾向。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到，无论是在联合评估还是单独评估中，有的群体会认为轻罪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有的群体认为，在联合评估中轻罪的分量尤其重。12精明的政治顾问应该对不同评估模式给其候选人利益带来影响的可能性保持警惕。我将在下文中回到这个点，因为它会引发对于操纵的恐惧，并给理性的叙述带来挑战。唯一的要点在于，人们在选择候选人或产品时，他们的偏好会在两种模式间切换。

全局评估与现实生活

需要强调的是，联合评估不是全局评估；全局评估是指对所有相关选项的所有相关特征进行评估。在上述案例中，联合评估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两个选项只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别。其次，总共只有两个选项。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选项都具有一系列不同类别的特征，其中可以对某些特征进行单独评估而有些则不能。并且，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存在无数选项，而不只是两个。

由于这些原因，联合评估和单独评估的实验应该仅仅被看作真实决策的近似情况，可以用来说明决策的特点。在运行良好的市场里，我们或许会倾向于假设存在与全局评估类似的情况。但是这种倾向应该被拒绝。请回想一下棒球卡套餐的案例，其中涉及了真实的市场，而经验丰富的交易商也出现了逆转。实际上，某些选项是被单独评估的，或者差不多是类似情况；人们关注的是购买或不购买某种产品。将精力集中在替代方案上可能会花费很多精力，并且会遇到摩擦；人们或许会避免“比较摩擦”。

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何全局评估通常只是一种思维实验。即使我们能对如何定义选择设置达成一致，也无法在脑海中容纳全套的选项设置。当然，许多选择会涉及多种评估而不是联合评估，尤其是当多种选择被明确地摆在人们面前时，如在超市或药店里看到的那样。

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在给出的案例中，在进行联合评估时选择另外一个选项几乎都不是随机的。它被刻意设计成使某种重要特征比原先更容易评估，或者让原本不可评估的特征变成可评估的。对于字典、多碟机、政治候选人和棒球卡而言，我们可以想象，在联合评估中不同的选项会强调不同的特征，并使之可被评估。我们将会看到，其中包含着许多操纵的情况。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到测试不是联合评估，而是对3个选项、4个选项或40个选项进行评估。13联合评估不是全局评估，且与之相差较远，这个事实同样有着规范性的影响。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联合评估与单独评估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而非尖锐的二元对立关系。14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对某个选项本身进行研究；但在其他情况中，则会对背景中有着同样意义的另外一个、两个或多个选项进行研究。人们会在知道可以购买其他手机的情况下去商店购买某一款手机。在一些联合评估的案例中，两个或多个选项是同时可见的，但在其他案例中，选择者要做一些功课才能进行比较，且这些选项并不是并列呈现的。为减少比较摩擦而做的努力是有益的，因为它能使人们不再需要做上述功课。总的来说，联合评估与单独评估之间的分界线或许并不是很清晰。

少即是多吗

很多领域中都会出现联合评估与单独评估之间的偏好逆转。15我们可以预测这些逆转何时会发生，何时不会。最接近的情况是：如果一个选项具有一些特征X，而这些特征在单独评估中很难得到评估，但在联合评估中更容易得到评估；在单独评估中特征Y会占主导地位（可评估性方面），并且在联合评估中特征X会被认为比特征Y更重要，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偏好逆转。有时，上述条件是由卖方无意识地提出的。但有时，它们是被那些经济、政治或法律利益相关者刻意制造出来的。

上述情况与极端逆转（extremeness aversion）之间也有关系，也会产生偏好逆转，并且也可以被操纵。16例如，在一次双选项比较中，假设我喜欢选项A（一小块巧克力蛋糕），胜于选项B（一款中等尺寸的蛋糕）。但如果我有3种选择：以上两个尺寸和一个大尺寸，那么我会转而选择中等尺寸。这样的结果就是喜欢选项B胜于选项A。其原因是存在着一种启发式，有时被理解为比较效应：选择中间的选项。极端逆转也会使人们容易受到操纵的影响。卖方可以故意增加不太吸引人的选项C，从而使人们的偏好从选项A转移到选项B。他们可以利用比较效应，鼓励选择者选择更贵的选项。政治候选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关于联合评估与单独评估，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规范性问题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理解。联合评估何时比单独评估更可取，何时反之？其标准是什么？两种评估模式是否都会出现与特征相关的问题？

联合评估与单独评估

我们认为对于消费选择而言，主要问题在于能否提升消费者福利。这个最难的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暂且不表。即便如此，我们也很容易得出联合评估会更胜一筹的结论，其原因是它使得一个或多个相关考虑因素更容易得到评估。这确实是一个优势，请想一下之前列举的案例。在所有案例中，有一个重要的变量被低估或忽视了，这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估它。联合评估补充了相关的信息，并且这个变量得到了人们认为它应该得到的关注。棒球卡的案例是最直接的。在联合评估中，人们能够看到多比少更好。

但是这个结论过于简单了。首先，联合评估可以让某种区别变得显著，但这在实际经验中是无足轻重的。17对于字典而言，更多的词条比更少（在限制范围内）要好，但是好多少？可能对于大多数使用者而言，10万个词条的字典与20万个词条的字典一样好。但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封面的损坏会带来持久的不悦。其次，生活中大部分都是单独评估（我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一点进行讨论）。多碟机是否能容纳20张光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就听音乐的经验而言，0.003%与0.01%的差别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而单独的数据不会告诉我们这些。诚然，获得4000个工作机会非常重要，并且在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案例中，联合评估似乎更好。但如果轻罪记录可以预测会引发实际伤害的腐败或不端行为，那么联合评估可能会导致某种错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联合评估中，某些选择反映了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与体验效用（experience utility）之间的差异18，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种“享乐式的预测错误”，19人们基于主观的福利而对自己的选择进行了不准确的预测。其中存在着一个具体的原因：联合评估通常会使人们高度关注某个不太重要的特征。20以下是一个人们凭直觉行事的案例。

约翰要在两座房子中做出选择。

房子A：非常大，但通勤路程很长。

房子B：大，通勤路程短。

在单独评估中，约翰很可能会愿意为房子B支付更多的钱。毕竟，这个房子是大的，而且通勤路程很短。在联合评估中，约翰可能会选择房子A。非常大的房子似乎比大房子要好得多，并且通勤路程可能在他的决策中并不是特别重要。这就是一个享乐式的预测错误，因为约翰低估了长途通勤所带来的日复一日的不便。他没有关注到这种不便，因为他看重的是更加眼前的利益：空间上的实实在在的差别。

这些要点是否适用于消费者选择之外的情形呢？假设目标是要进行一次良好的人员决策，我们有理由认为联合评估更好：如果雇主面临着两个或更多选项，他或许会关注最重要的一些属性，因此联合评估的决策品质更高。

例如：

潜在员工A：拥有优秀的记录、良好的经验，由朋友推荐，与公司首席执行官就读过同一所大学。

潜在员工B：拥有卓越的记录、卓越的经验，由陌生人推荐，毕业于一流大学，公司里没有校友。

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到，在单独评估中人们会觉得员工A更可取。但在联合评估中，潜在员工B看起来更优秀，并且有可能会被选中。然而，此时同样要谨慎。根据哪些要素对雇主来说重要的特定假设，单独评估可能会产生更好的结果。也许选择者非常看重朋友的推荐，并且在联合评估中这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又或者，选择者可能会非常希望栽培首席执行官，雇用一个上过同一所大学的员工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规定潜在员工B更好，那么联合评估可能会导致犯错。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与以下观点相关的问题：在单独评估中，人们会做出情绪化的判断，而在联合评估中，他们的判断更加审慎。21诚然，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些满足这些要点的情境，以得出合理的、由数据支撑的解释：“情绪在独立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过于强大。”22但反过来说也有可能是对的。请看下文关于约会选择的案例。

对象A：性格超好，有趣，每时每刻都很和善，有吸引力。

对象B：性格很好，非常有趣，通常但不是每时每刻都和善，有着极度的吸引力。

我没有进行数据统计，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单独评估中人们会选择对象A，而在联合评估中则会选择对象B。单独评估是否更情绪化且不那么审慎呢？同样的问题会引发人们对另外一个高度相关的观点的担忧，即在单独评估中，人们关注的是他们“想要”的，而在联合评估中，人们关注的是他们“应该”要的或应该做的。23这个观点与某些数据相符。

请看一下这个案例：

选项A：提升你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

选项B：得到一个新手机。

在单独评估中，人们可能愿意为新手机花费更多，但在联合评估中，他们会愿意为空气质量付出更多。24我们可以轻易设计出这样的情形：单独评估会激发愿望，而联合评估会让人们集中注意力，从而产生与自己的规范性判断相关的反应。但我们也可以设计出能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的情形。以下是一个关于候选人的案例：

选项A：有助于偿还国债。

选项B：带着你的恋人去享受浪漫的晚餐。

在某些人群中，选项A的得分在单独评估中更高，而选项B的得分在联合评估中更高。一切都取决于偏好的先行分布和联合评估的重点。

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

无论是在单独评估还是联合评估中，卖方及其他人都拥有确定的路径来影响或操纵选择者。适当的设计应该是清晰明了的。

使用单独评估

在单独评估中，卖方应该向选择者展示一项他们能够轻易评估的好的特征，同时展示一项他们无法轻易评估的不那么好的特征。在这些情况中，选项即使存在严重的问题，看起来也是吸引人的。事实上，只要可以在这种可行的方式下进行选择，卖方就应该选择单独评估。

我之前已经强调过，在现实市场中，选项不只有两种特征，它们具备许多特征。许多实验数据都是经过简化的。但核心要点仍然得到了保留。事实上，核心要点被强化了。卖方及其他人可以在一系列容易评估的且具有吸引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并展示许多其他难以或无法评估的不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众所周知，某些产品属性是被遮掩的，因为它们是隐藏在视野之外的，这或许是因为选择者的关注点是选择性的，也或许是因为这是卖方故意设计的。25可评估性问题属于这一类别。没有什么是真正被遮掩的，但选择者不太能准确地理解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在真实市场中，他们可能会发现这一问题。实际上，这可能很简单。但是由于存在比较摩擦，即使比较信息是唾手可得的，人们也不愿意去获取这些信息，因此单独评估中的可评估性问题可能会持续存在。

使用联合评估

相对而言，在联合评估中，卖方应该允许选择者在对他们来说显然非常重要的维度上进行简单的比较，哪怕这个维度上的差异与经验或实际上重要的事情相比并不怎么重要或根本不重要。诀窍在于让产品的某个被考虑的特征看起来好或更好，抑或极好。当然，如果在现实中，该特征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最好的。但如果不是这样，使用联合评估把焦点放在通过比较而使其吸引力得到提高的特征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这适用于消费品和政治候选人的案例，但它应该也适用于所有选择。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案例：市场上推出了一款新电脑，其尺寸更小，屏幕更加精美，重量大大降低了，并且它的屏幕比现有款式的屏幕都更好。如果将现有款式与新款式进行对比，重量和屏幕的差距显而易见，那么它们就能脱颖而出。然而，假设消费者能够接受现有款式的重量和屏幕，且他们发现这些特征只有在进行联合评估时才会落于下风。假设最终新电脑不得不在某个重要的方面做出牺牲，以采用更好的屏幕，如电池续航时间大大减少，或键盘的使用感大不如前。我们很容易想到，在联合评估中，人们会选择（并购买）新电脑，但在单独评估中，他们使用旧款式的体验更好。26关于这一点，更普遍的说法是在联合评估中，人们或许会过度看重易于评估的特征或会产生强烈的反应，包括内心的反应。27

净福利收益

上述论点足以说明，对于联合评估或单独评估能否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决策的问题，并没有理论上的答案。没有一个方法是完美的，两者均有可能导致犯错。这两种评估模式都存在与特征相关的问题和病症。对于单独评估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信息的不完整，从而造成可评估性方面的欠缺。对于联合评估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于某个特征的聚焦，从而导致过度的显著性。

在棒球卡案例中，联合评估的方法明显更优，多比少好。但在字典和多碟机案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判断联合评估是否更好。对于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案例来说可能也是一样。在消费选择的情境中，问题在于联合评估中的评估选项特征的能力和该特征的显著性能否为消费者带来可产生净福利收益的决策。如果在联合评估中可评估的因素并不重要，而被低估或忽视的因素实际上非常重要，那么单独评估可能更好。

这里存在着心理学皱褶。人们往往认为生活中都是单独评估，这就解释了联合评估为何及何时会导致犯错。28但生活中真的都是单独评估吗？这个问题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人。假设消费者购买了一本拥有10万个词条的字典，或一台键盘超棒但屏幕差强人意的电脑。如果这位消费者没有想过拥有更多词条的字典或屏幕更好的电脑，她的购买决定看起来就是正确的。如果她的注意力没有放在比较上，她就是生活在单独评估之中。但假设她（至少偶尔）想到了别的产品，然后把注意力聚焦在那本有限词条的字典上或那台屏幕很好（但与她拒绝的另外一台电脑相比屏幕显得暗淡）的电脑上，那么她或多或少是生活在联合评估之中。

在是否进行产品对比方面，人们的习惯各有不同。在对比产品的领域，人们对参考的框架进行了界定，而很多人就是用这样的参考框架来定义自己的体验的。这就解释了为何产品升级可能会给许多已经非常享受现有产品的人带来严重的福利损失。

法律与政策

我已经强调过，联合评估与单独评估之间的偏好逆转在法律和政策领域也会出现。偏好逆转的分析领域非常广泛，但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此处我的目标在于证明我在一开始提出的观点：联合评估与独立评估之间的选择取决于相关任务和企业的潜在目标。因此，结果可能是我们会将两种模式都拒之门外。我们可能只是限制了一些行动的理由，如种族偏见。我们也许会尝试依赖于全局评估或希望使用某种算法。例如，若目标是最优威慑，那么无论是联合评估还是单独评估都没有用处。请看以下这些案例。

歧视

我们暂且规定在许多领域中，有些人会基于法律所不允许的理由进行歧视：种族、性别、宗教、残疾、年龄等。歧视可能是意识偏差的产物，其形式是希望使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受益或加重他们的负担。此外，它也可能是无意识偏差，其形式是自动低估人们没有意识到或忽视的事物，否则他们会因为意识到这些事物而感到尴尬。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会引发许多关于偏好逆转的困惑。这与联合评估或单独评估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哪个更好？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说得通的。但有一个很幸运的限定性条件，那就是如果目标在于阻止歧视，我们可以指出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境中，联合评估或单独评估更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哈佛大学教授艾丽斯·伯纳特（Iris Bohnet）等人发现，在联合评估中，人们会根据人物的优点进行决策，但在单独评估中，性别就会变得很重要，因此男性比女性有优势。29简单来说，假设人们对两位候选人进行评估：杰克和吉尔。在单独评估中，杰克有优势，因为他是男性；人们自动地就会认为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并且在单独评估中，这种自动评估非常重要。但在联合评估中，这种优势就会消失。人们会对两位候选人进行对比，如果吉尔的胜任条件更好，那么她就会被录取。优点变成了决定性因素。伯纳特等人的核心发现就是：歧视会在单独评估中发生，而优点在联合评估中占主导地位。30

这个机制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它并不涉及可评估性。如果相关群体怀有一种支持男性的偏见，这就意味着在单独评估中，他们认为男性能做得更好。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知道自己不应该怀有歧视；在联合评估中，他们就要直面自己怀有歧视的事实。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歧视，就会觉得尴尬，然后停止。接下来，如果女性的胜任条件优于男性，女性就会被选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到，在种族、宗教、年龄或残疾歧视的情况中也会有同样的发现。

然而，如果通过这个发现就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联合评估一般来说是防止歧视的保障，是错误的。只有在某些具体条件下才是这样；在不同的条件下，它可能真的会加重歧视。例如，假设人们拥有某种自我意识的偏见，并且他们并不以此为耻。在联合评估中，拥有这种偏见的人可能会比在单独评估中歧视得更严重，而不是更轻。在单独评估中，性别或种族也许不那么重要，歧视者可能主要关注的是任职资格。但如果对女性或非洲裔美国人存在偏见，他们可能会在联合评估中加深这种歧视，仅仅是因为性别或种族就会排除其他考虑。这就像多碟机案例中的总谐波失真一样。

惩罚性赔偿

在美国的法律系统及其他很多系统中，法官可以通过裁定惩罚性赔偿来惩罚错误行为。其中存在着一个普遍性问题，最高法院有时也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即这样的裁定额是否是武断的或者裁定额过高了。31在决定是否给予惩罚性赔偿和决定裁定额时，法官不能考虑对比案例，他们是在单独评估中进行决策的。这有影响吗？如果有影响，是怎么影响的呢？以下是一些答案。

1．规范化

请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案例A：儿童安全帽失效，导致儿童需要住院治疗。

案例B：重新喷漆的汽车被当作新车出售给租赁机构。

如果人们单独看到这样的两个案例，他们倾向于接受给予相似的惩罚等级（等级范围为1～8）和相似的裁定额。32但如果联合起来看这两个案例，案例A的惩罚等级和惩罚裁定额要高得多。33其中存在明显的逆转，但机制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不同。这并不涉及可评估性问题，至少在相同的意义上不涉及；也不涉及人们认为只在或主要在单独评估中才重要的特征，如性别。如果人们在单独评估中看到人身伤害的案例，会立即把它跟其他人身伤害的案例进行对比从而使之标准化。34在人身伤害的范畴内，儿童安全帽失效是不好的，但也不至于很糟糕。如果人们在单独评估中看到涉及财产损失的案例，他们也会进行类似的标准化对比。在这类范畴中，重新喷漆的汽车是不好的，但也不至于很糟糕。因此，两个案例会得到相近的评级和裁定额。

与此同时，人们认为与人身伤害相关的案例通常要比财产损失的案例严重。于是，在联合评估中，失效的安全帽明显更加糟糕，因此相关责任人应该获得更加严重的惩罚。联合评估的作用是使人们摆脱自发使用类别约束的判断，让他们会想得更加广泛。在这类实验中，联合评估具有显著的效应，因为它扩大了人们可联想到的案例的范畴。在性别歧视的案例中也会涉及相关的机制，因为联合评估会产生不同的、更好的思考。

这里有一个关于愤怒的广泛观点。愤怒是受类别约束的，人们感到愤怒的程度将取决于犯罪行为所属的类别。如果有人在机场逾越安全线，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粗鲁的言论，人们对此愤怒的程度可能会很高。但如果与其他行为相比，如虐待或殴打儿童，人们可能会为自己之前的愤怒感到尴尬，并且之前的愤怒程度会大大降低。惩罚性赔偿的裁定是愤怒的产物。35由于愤怒是受类别约束的，偏好逆转基本是不可避免的。

2．多次操纵

此处要提到操纵的问题。在对比案例中，联合评估为操纵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假设人们正在思考与人身伤害有关的案例。如果他们面对的是强奸案例，那么财产损失似乎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其等级就会明显降低。但如果他们面对的是非法侵害私人财产的轻微行为，财产损失看起来就会更加严重，那么就会获得明显更高的等级。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来对比以下案例：

案例A：琼斯是一位在美国国家新闻杂志工作的编辑。他对一位女性员工进行了性骚扰。他几次试图在违背对方意愿的情况下亲吻她，并且让她在工作时感到极度不舒服。

案例B：史密斯有几张鲁莽驾驶罚单，最近在晚上撞到了一位行人。行人被撞断了5根骨头，并且产生了严重的脑震荡。

我们可以轻易想象到，在单独评估中，琼斯和史密斯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或者琼斯的惩罚甚至会更严重；但在联合评估中，史密斯受到的惩罚会更严重。现在我们将案例B进行替换：

案例B：史密斯是一位高中生，他加入了一个摇滚乐队，晚上不停地弹奏很吵的音乐，这让他的邻居威尔逊睡不着觉。

我们可以轻易想到，与独立评估相比，琼斯在替换了案例B后的联合评估中受到的惩罚会更严重。

3．规范性考虑因素

尽管存在一些要点，但对于此类问题，联合评估与单独评估相比具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后者会产生一连串让人们在再三考虑后会拒绝的结果。36换而言之，单独评估会产生单独评估者认为不连贯的结果。如前所述，惩罚性赔偿裁定额必须被单独评估；现在，法律系统禁止法官考虑对比案例，如果法官的裁定额受到质疑，在司法上有可能会考虑对比案例，但在实际中，这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这似乎是个错误。如果我们寻求连贯的模式，那么联合评估更好。但联合评估也存在问题。首先，它不是全局评估。如果目标是产生有充分理由支撑的结果，并阻止决策者自己都认为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他们应该关注案例的一个领域，而非两个或多个领域。其次，在这类案件中，我们可能不希望庆祝任何一种评估模式所产生的结果。在惩罚性赔偿裁定的案例中，若没有与惩罚性赔偿目的相关的理论，我们就无法提供规范性判决。

假设我们采用聚焦于最优威慑的经济学视角，认为惩罚性赔偿是合理的，可以弥补被发现和赔偿的概率低于100%的事实。若如此，问题就在于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是否聚焦于如何实现最优威慑。不幸的是，它们都没有这么做。人们在直觉上都主张实施惩罚。37他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最优威慑，并且即使被要求，他们也不愿意这么做（见第14章）。38从最优威慑的角度来说，关于联合评估与单独评估的结论很简单：两者都会惹上麻烦。

如果我们能接受惩罚性报应理论，那么联合评估看起来似乎更好。一方面，问题在于如何最好地捕捉到社会的道德愤怒；另一方面，在单独评估中，从社会本身的角度来说受类别约束的思考使这个问题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但我要再次强调，联合评估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不是全局评估。该观点支持采取一些措施来扩大法官的视野以便根据一系列其他案件来进行判断，同时允许评审法官也这样做，或者制订某种损害赔偿时间表。

这些结论涉及一些哲学问题，其中也出现了偏好逆转。39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多数人说他们不会将人从桥上推下去，推到火车前面，即使这是改变火车行驶方向，从而拯救火车轨道上的5个人的唯一办法。40但大多数人说他们愿意拨动开关，使火车偏离这5个人而撞向1个旁观者。通常这两个问题会被分开进行测试，因为这两种情况下的道德直觉是不同的。

但如果人们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联合评估会怎样？答案很简单，即他们会对两个问题给出同样的答案：要么说他们会拯救5个人，要么说会拒绝杀害那个旁观者。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并没有出现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即建议救那5个人。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如何评估这种转变。甚至在联合评估中，人们也没有表现出道德上的一致性。他们是否这样做取决于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人行天桥问题和电车问题是否相同。答案取决于我们接受功利主义还是非功利主义，以及我们是否应该成为功利主义者，这不能由人们在联合评估或单独评估中的反应来决定。

条件价值评估法

如果监管者参与成本—收益分析，他们有时不得不重视那些没有在市场上交易或市场证据不可用或不可靠的商品。在此情况下，他们会参与调查，有时这些调查会涉及“陈述偏好法”或“条件价值评估法”。41关于这些方法的有用性和可靠性的激烈争议，我们暂且不表，先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人们的评估是否会因是单独还是联合看待案例的而有所不同？42

考虑以下情况。在一定范围内，人们被问到针对提供帮助的满意度和支付意愿：

案例A：改善农场工人皮肤癌检测质量的项目。

案例B：资助清理和保护海豚繁殖地点的项目。

如果人们单独看这两个案例，他们会对资助案例B表现出更高的满意等级，同时对这两个案例的支付意愿相同。43但如果他们对这两个案例进行联合评估，就会对资助案例A表现出更高的满意等级，并且他们愿意为案例A支付更多钱。44此处的最佳解释与受类别约束的思考方式有关。45为农场工人进行皮肤癌检测很重要，但对于人类健康而言，这或许不是最紧要的。保护海豚则会拨动人们的心弦。但两者相比之下，大多数人愿意为前者支付更多的钱。

在条件价值评估中，联合评估会优于单独评估吗，抑或相反？这两种评估都是可靠的吗？对于那些选择条件价值评估方法的人而言，他们的目标在于辨别知情人士对不同商品的估价如何，从而在运作良好的市场中复制支付意愿的理想用法。如果这就是目标，那么单独评估就会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人们是通过狭隘的视野进行判断的。从这个方面来说，联合评估似乎更好，因为它至少拓宽了视野，这就意味着联合评估不能涉及同一类别的案例。但即使有了这个附加条件，我们从哪个类别找到案例B呢？这其中就包含了操纵的风险，即可以操纵人们对案例A的评价。

全局评估或类似的方法似乎比联合评估更胜一筹，但在实践中设计这样的方法通常是个挑战。如果价值评估的理论大体是合理的，那么偏好逆转给了我们一个强调拓宽参与者视野的重要性的理由。

评估助推

人们赞成助推吗？赞成哪一类助推呢？近年来，针对这个问题的文献越来越多。46其中一个核心发现就是，在安全、健康和环境领域，人们通常会赞成近年来使用过的或认真考虑过的助推。47与此同时，与非教育型助推相比，如默认规则，大多数人往往会更赞成教育型助推，如强制性信息披露。48

确实如此吗？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教授沙义·大卫戴义（Shai Davidai）和行为科学家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r）(3)证实，在联合评估中情况确实如此，但在单独评估中却不是这样。49请看以下程式化的案例：

政策A：通过让员工自动加入退休金计划来促进储蓄，员工可以选择退出。

政策B：清晰、简明地告知员工加入退休金计划的好处，从而促进储蓄。

在联合评估中，大多数人都更喜欢教育型的助推，并且会在有限范围内让其排在更前面。但在单独评估中，两者的排名相同，或者至少是非常相近的。50最佳的解释应该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与显著性有关。在单独评估中，人们不会特别注意助推是不是教育型的。而在联合评估中，这个方面的区别（是否教育型的）就会非常显著，并且它会左右人们的判断。

联合评估或单独评估哪个更好？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两个评估判断。乍一看来，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规范的基础上，如果联合评估能让针对系统1和系统2的助推产生明显的区别，那么它就更好。如果同时也确实合适，那么联合评估就是最好的，因为它凸显了这种区别。但如果在规范的基础上，这种区别很小或者没有，那么联合评估的显著性就会将人们引至错误的方向上。再次重申：联合评估的问题在于它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在规范的基础上或许不值得注意的因素上。

至于对政策的评估，相关观点更加广泛，这与我们在消费品案例中看到的情况一样。在理论上，政策A可能看起来更好或者不好；除非把它的特征放在具体环境中，否则很难对其进行评估。关注政策B能够获得有用的信息，但这可能会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政策A和政策B的区别上，从而赋予其不适当的显著性。同样的，实验者或政治人士可以此为依据进行操纵。全局评估可以做得更好，但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它很难实施。正像大卫戴义和沙菲尔呈现的案例那样，有个规范性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在联合评估中得以凸显的区别到底重不重要？对于这个规范性问题必须从其优点着手，而不是询问人们的偏好是什么，以及在联合评估或单独评估中答案会有何不同。在单独评估中，人们不会对某个因素加以关注，但这个因素在联合评估中可能非常关键，强调这一点是很有诱惑性的，但不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是上述规范性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们试图去发现人们真实的想法或者他们在反思时的想法，会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提问：上述规范性问题是否有答案？为了能在联合评估和单独评估中做出选择，至少出于这样的目的，应该提出这个问题。由于人们的答案是评估类型的产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偏好是不稳定的。

福利与经验

对于消费品而言，核心问题（暂且将外部性放在一边）在于哪种选择会提高选择者的福利。如果出现偏好逆转的情况，问题就在于在单独评估中，选项的某些特征很难或无法得到评估，这就意味着它不会获得应有的关注。对福利或实际经验很重要的特征可能会被忽略。在联合评估中的问题是可评估的特性可能会受到不必要的关注；与福利或实际经验无关的特征可能会被赋予很高的权重。

无论是在单独评估还是在联合评估中，卖方都能操纵选择者，并且操纵的设计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在单独评估中，挑战在于向选择者展示可评估的特征，即好的特征，如字典完好无损的封皮；同时向他们展示一个无法评估的特征，即不那么好的特征，如0.01%的总谐波失真。在联合评估中，挑战在于要允许选择者在某个具有显著重要性的方面进行简单的对比，即使那些方面的差异对于经验或其他重要方面的影响很少或根本没有影响。

如果外部观察者拥有完善的信息，他们当然可以决定选择者应该怎么做。但问题是外部观察者的信息通常是不完善的。除其他事项外，他们往往对选择者的偏好和价值观缺乏全面的了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轻易地找到单独评估是最佳评估方法的案例，也可以轻易地找到联合评估是最佳评估方法的案例，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为何评判有些案例是如此之难了。更大的教训是，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存在严重的、特征评估方面的缺陷。

对于歧视问题，可以用大致相似的术语进行分析。一般的想法是，与联合评估相比，偏见在单独评估中可能具有更大的权重，其前提是在联合评估中，人们明确意识到做出某项决定的唯一方法是表现出偏见，并且他们会为此感到羞耻或困扰。在不同的假设中，联合评估可能会加重歧视。这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对自己的歧视倾向的反思性判断。

在惩罚性赔偿案例中，问题在于人们自行产生的参考框架通常仅限于脑海中自发想到的案例类别。联合评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合评估能产生合理的裁定数额。从最优威慑的角度来说，它不会这么做。从惩罚的角度来说，联合评估确实看起来更好，因为它更好地反映了人们的道德判断。问题在于联合评估并非全局评估。如果将单个类别中的单个案例添加到另一类别中，就会存在操纵的风险。

可以对条件价值评估研究或助推评估进行类似的分析。单独评估会产生严重的风险，因为人们的判断可能会受到类别的限制，或者说他们会忽视各选项的重要特征。联合评估也会产生严重的风险，因为它的选择性属性是无法避免的，或者说它会强调原本不值得过多考虑的选项特征。如果可行，全局评估是最优的。如果不可行，对于单独评估与联合评估之间的选择必须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独立判断，即在其中一种评估中被忽视的特征是否在另一种评估中可能是决定性的？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关注的。

我们可以找到联合评估解决了某种问题的案例。在上述假设下，歧视就是一个案例。但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此。单独评估会造成严重的麻烦，这是由于存在着可评估问题或与之类似的受类别约束的思维方式问题。联合评估会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不值得被过多关注的产品、人或环境上，从而造成很大的麻烦。卖方、医生、律师和政治人士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这些要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我们应该避免造成上述两种麻烦。为了产生良好的决策和结果，我们需要超越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设计出能避免这些如影随形的问题和病症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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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透明度

输出透明度与输入透明度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例如，交通部门完成的一项关于减少高速公路事故死亡人数的政策的详尽研究；劳动部门针对工作场所含有硅土而存在的健康风险所进行的一项分析；环保机构出台了一项通过减少机动车的使用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规定，或是实施了一项对违反水源保护规定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的相关政策。这些都属于输出透明度。

政府也可能意识到了一些特定的事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归于输出，至少应被视为某种信息整合过程中的产出。

在以上情形中，与输出相关的透明度都可被视为一种助推。这是可以被设计从而对私营机构产生影响的。例如，通过激励公司更好地经营使社会变得更安全，或者通过向消费者和工人提供帮助来规避风险。当公职人员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时，通过曝光公职人员或其服务对象的情况，透明度同样可以为政府提供助推。

假设能源部门的公职人员和环保组织人员已经针对实施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交换了意见；或劳动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已经加快了针对暴露于含有硅土的工作场所存在的健康风险的讨论，并提出了更好地防范这些风险的相关对策。这些不同的观点便属于输入。

可以肯定的是，一定还存在一些中间的情况。环保部门可能会得出结论：某种物质是具有致癌性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结论是一种输出，但是对于随后的监管判定来说这又是一种输入。交通部门可能对于批准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已经取得了确定性的结论。这看起来应属于输出，但这些结论对于是否决定修建这条高速公路而言又应属于输入。《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Policy Act）可以被视为美国环保局对以环境影响的判定形式来公开输出的一种要求，但这些输出又以法律的形式被输入到了最终该做什么的决策之中。有些输出就是输入。抽象地说，这类情况可能会被归于输出或输入，抑或既是输出也是输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为这些情形定性的适当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众是否或如何从这些披露中获益。

若承认这些重要的中间情形的存在，我将提出自己的两个观点。其一，对于输出而言，有关透明度的争论一直是异常激烈的。如果美国政府掌握着博伊西（Boise，美国爱达荷州首府）的犯罪情况、密歇根弗林特地区的水质情况、拉瓜迪亚机场的安全保障情况、特定种类玩具所含有害物质的情况或无人驾驶汽车的影响等，在人们的要求下确实应该对这些信息予以披露。人们想从这些信息中获益，即使在他们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这些信息也应当被披露。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透明度都具有重大意义。有时公众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信息，同时输出透明度可以使问责制更加明确，进而使透明度得到提升。大部分情况下，输出透明度的成本微不足道；其二，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政府都理应在输出透明度方面做得更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除非存在某种特定的原因需要对其保密，否则至少在公众能够或将从中获益的情况下，政府应当让公众可以自由地获取输出信息。

然而，输入透明度却要复杂很多。披露的成本通常都很高昂，而收益却很低。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输入透明度在定性的角度上都不同于那些被认定为输出透明度的情形。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捍卫内部审议过程，最重要的是确保公开、坦诚和信任。除此之外，我们通常无法确定公众是否能从可见输入中获益良多，这不仅是因为输入的庞大体量，且重要的是它与任何其他事情常常是不相关的。在非常规情形之外，公众通常获益甚少，甚至获益为零（除了逸事等情况）。更能将这个观点说清楚的另一种说法是，虽然那些寻求吸引他人眼球或让其政敌难堪的人通常偏爱输入透明度，但公众通常并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好处。

可以确定的是，输入透明度可以是信息性的，同时输入也可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如果公众知晓交通部副部长对燃油经济性法规的相关内容的看法与部长不同，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意见分歧将会破坏内部的一致性。但是准确地说，公众到底知晓多少？公众知晓这些信息又为何重要呢？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一些情形中，输入透明度是一种积极的主张。特别是存在腐败或接近腐败的情况下，且当相关输入具有真正的历史重要性（并且当这些披露能够减少错误的发生）时，这一点就更为突出。国家需要对此进行登记。但是，有关输入透明度与输出透明度的争论内容有着很大的差别，输入透明度往往站在了弱势群体的一方。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该问题的解决途径，我的意见与福利主义者一致，即透明度的成本与收益是什么？对透明度的成本与收益进行量化可能确实很难，但我的意见是，当透明度或多或少成为必要时，对其成本与收益进行某些估算是不可或缺的。对于那些在该语境下不愿谈及成本与收益的人来说，弄懂这些词条可能是非常有用的。这不是为了形成某种数学意义上的约束，而是为了凸显针对人类竞争的最后结果提出具体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对于疑难问题而言，我认为它们要比“合法性”和“知情权”等抽象概念更具现实意义。

透明度的作用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具有民主表达和自由选举的社会体系里没有发生过饥荒。1森是基于经验对其主张进行说明的。在论述的开始他就认为饥荒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不是因食物短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来是否会发生饥荒，而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取决于人们的权利，即人们能够得到什么。即使是在食物有限的情况下，权利依然能够使得食物以某种方式得以分配从而保证无人挨饿。

但是，政府在什么时候会采取必要措施来避免饥荒呢？答案取决于政府的动机。民主体系中，人们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政府就会肩负着某种压力，他们要确保人们在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食物。但一个没有民主表达和自由选举的非民主体系，政府就有可能会规避公众的问责，进而不必对饥荒负责。政府公职人员将不会被披露，且不会承担失业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的是一个有关可自由表达的运行良好的体系、相关信息披露（输出）和公民利益之间的关系的重大课题。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算不上什么奢侈品，仅是满足大部分受教育阶层的需求而已。相反，这却提高了政府真切地为人民服务的可能性。这个课题告诉我们，有些美德不仅仅关乎自由，还关乎拥有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经济目标。2

近年来，大部分特别突出的透明度举措都与输出有关。一个具有披露性的案例是关于全球定位系统设备的。1993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选择通过数据公开和可用的方式解锁相关数据。这使得全球定位系统设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备工具。数据的可用性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帮助了无数的人，甚至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从专业性角度来说，一台全球定位系统设备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具有可导航性。如果我们能够将可导航性看作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观点，就能够看到披露输出的诸多价值。与车辆安全座椅、犯罪、空气和水质量等相关的信息都可以被看作全球定位系统设备的类似情况。夸大地说，它们能够告诉人们在其想要去的方向上该如何走。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任期内，其政府一直将透明度放在首要位置，总统在透明度和其他价值之间做了潜在的权衡。我虽对此存在很多的疑虑，但我还是坚持这一观点。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发布的总统备忘录可以作为这一优先性的标志，为此还特别出台了《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该备忘录确定了“一个明确的假设：在质疑面前，公开性占优”。更为重要的是，该备忘录还补充道：“政府部门应该坚定不移地使信息公开化，而不是非要等到公众提出特定的要求时才这么做。”为此，美国司法部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都出台了新的指导性制度，旨在更好地执行该备忘录的指导性原则。

两份结果性的文件都需要人们密切关注，但以我的目的来说，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指导性制度值得特别关注。3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的各相关部门在互联网上披露信息。同时，备忘录还补充道：“各部门应积极主动地运用现代技术宣传有用信息，而不要等到公众在《信息自由法案》框架下提出特定要求才那么做。”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要求各部门制订一份公开的政府计划公布在官方网站上，旨在“使开放的政府文化被创造出来并得以制度化”。开放的政府计划要求相关部门“在网络上以公开的形式发布至少3组具有高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被定义为“能够提高各部门的问责制和责任制，能够改善公众对各部门及其管理的认可，能够进一步让各部门履行其核心使命，能够创造出经济发展机会，或能够满足那些通过公共咨询得以确定的公众需求”的信息。

从抽象意义上来看，这一供给是否包含输出透明度或输入透明度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到目前为止，前者一直在实践中保持着首要地位。4高质量的数据一般与输出有关。从2009年开始，美国相关网站已经成为公布这些数据的重要途径。这在行动上应归于输出透明度。网站目前提供关于农业、金融、医疗、教育、能源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和数据。只需要通过点击网站相关内容，用户就能找到“准点数据，即能够体现各航空公司的飞机准点率及航班延误原因的数据”“家庭在儿童身上的支出数据，可用来预测将孩子从出生养育到17岁在主要预算要素上的成本”，或召回产品的详细信息。类似的信息发布还有很多，它们的重点都在于政策制定或信息集聚行为的产出。

因此，私营机构开发了无数的应用程序来为人们提供在实际生活中会用到的信息，例如能够为人们提供实时空气质量信息的应用程序。

美国政府部门数据网站上公布的信息具有两个独立的目的。第一，使人们能够在其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如全球定位系统设备，这类信息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也更具导航性。这类信息在手机上的应用产生了超乎想象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结果。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可导航性，我们可以将信息披露看作一种在无数的领域中帮助人们到达其目的地的方式，可使人们节省开支并减少过程风险。当然，目前该网站的收益尚不能量化，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正在从信息披露中以具体的方式获益。参照全球定位系统设备带来的益处，这些都是很好的具有说服力的案例。

第二，输出信息的发布能够促进私营和公共机构的问责性。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5如果洛杉矶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如果一所特定的大学学费奇高，如果一所营利性大学的学生一毕业即失业，如果圣地亚哥的饮用水不安全，或者如果一家公司已经召回了很多的玩具，透明度就是带来改变的催化剂。透明度为我们提供了问责性，而当人们开始为其行为负责时可能就是一种提高。6这一点对于公共和私营机构都是适用的。透明度可以使公民知晓公共机构里的公职人员应采取的行动。例如，应该用多久处理一项审批或公职人员要为美国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的空气质量问题负多少责任。同时，透明度还可以告知公民应采取的行动。例如，披露产品召回或安全座椅的评级信息。在任何一个事件中，透明度都可以刺激相关机构或个人改善自身行为。

信息披露的根本使命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备忘录中最为有趣的部分就是让各相关部门考虑是否应通过披露信息来深化自身的“根本使命”。这是一个格外重要的举措，可以使各部门在未来的工作中广泛地使用披露并与其保持密切相关。

在环境政策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oxic Release Inventory）。这一清单最大限度地通过簿记手段确保美国联邦政府可以掌握有毒物质的排放情况。令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成了一项成功的规制手段，因为相关公司都不想出现在各州的“排放黑名单”中。7问责性在减排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一定时期内，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遵照这一清单在其相关网站的显著位置公布了美国工作场所中员工死亡的信息，并将这些死亡员工所在公司的名字也一并公布了出来。美国环保局也通过相似手段公布了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来促进减排。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助推的应用，相关部门通过助推影响了公司的行为。

在上述所有这些案例中，政府都是将公职人员所掌握的信息披露了出来。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下情形，即由公共机构提出适用于私营机构的有关输出透明度的要求。这类要求一般不是通过信息自由的观念被组织起来的，但它们与透明度有关并且也能够改善重要部门的使命。例如，《平价医疗法案》颁布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要求所有的餐馆都要将店内所售食物的热量值情况公布出来。从早期的一些成果来看这项措施前景良好，比如可以使确实需要减肥的人群的身体质量指数明显下降。8我们也希望这些针对披露的要求能够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并且有证据表明热量清单正在促使餐馆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健康的食物。

这里只对通过输出透明度来加强各部门职责的信息披露进行少量说明。当然，其中的一个实证问题便是透明度是否强化了各部门的职责。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9因为输出透明度的成本通常很低，所以在这一点上做出的任何推测都可以轻易找到可供支撑的理由。

在讨论问题时，我的论述范围通常比较宽泛，甚至有些过度。我的建议是，在福利背景下，输出的披露都是有正当理由或假设是有正当理由的，虽然实际也并不总是如此。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想象倘若输出的披露会产生低收益或提高成本，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提及成本，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备忘录中的话：“该指导文件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取代那些由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在决策信息之前审阅和澄明的现行规定。这些规定涉及立法、预算、行政管理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说，该指导文件没有任何内容建议以公开性的推定来取代关于信息的立法保护，即信息公开会损害国家安全、侵犯个人隐私、违反机密性或损害其他真实存在的利益。”这些确实是行业话术，但是却指出了很多重要的限定条件。

在很多方面，《信息自由法案》都明确了这些限定条件，抑或更多的限定条件。没有人会怀疑政府将会用信息来做一笔大生意，并通过信息披露来危害国家安全。就算可以被看作一种输出，信息也应处于保密状态。同时，政府也掌握着受隐私法保护的“个人身份信息”。通过在透明度和隐私之间的权衡，某些涉及个人隐私的披露是不被允许的。某些披露可能会因贸易机密或其他的特权信息而妥协，不予公布。如果信息披露不是自动的，保证透明度的特定行为将面临金钱和时间方面的成本。

从收益角度做区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原则上来说，如果估算的成本是零，则没有必要坚持所有的输出都披露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以案例为基础进行反问，是否披露特定的输出将可能产生收益呢？例如，针对消费者和工人的一些案例。政府数据网站上发布的数据，有些确实收益甚小或根本没有收益，所以人们通常不会关注这些数据。福利主义者的分析主张以特定的调查来分析问题。当然，问题在于这些调查可能都不具有可处理性。当披露被讨论时，有关收益方面的预测可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不知道人们会利用信息或其他事物做些什么。私营机构中到处是心思精巧的“炼金术士”。我们无法预测他们在其中能搜寻到什么样的有用信息并将其转化成财富。

从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部门会合理地判定出哪些属于高质量数据，并对其进行广泛的解读，然后尽快地将之公布于网上。同时，各部门发布有利于输出披露的一般性推定，并发布针对推定可能会应用到的领域的直觉性理解。值得强调的是，将相关材料按时在网站上公布的自动化程度是非常有益的。

在高质量数据方面，各部门应通过两个问题来进行自查：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从这项信息中获益吗？二是，信息的披露是否以改善公共或私营机构的表现形式，提高了其问责性？在2009年的美国总统备忘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政府不应因为公职人员可能因信息披露身陷囹圄或想象中的恐惧感而对信息进行保密。不应基于保护公职人员个人利益的动机而不予披露信息。这实际上会错失使官员各司其职的机会。”这些话重要且正确，但同时也具有关键性的先决条件。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先决条件做进一步的讨论。

输入透明度

1980年，当我还在为美国前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做书记员时，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Scott Armstrong）曾出版过一本有关最高法院的书，书名叫作《三兄弟》（The Brethren）。我从来没有与伍德沃德和阿姆斯特朗交谈过，同时我也自信地认为和我一同工作的其他3位书记员也没有。但是许多（大部分或可能是全部）书记员都决定对该书的作者持开放的态度。作者在书中对马歇尔法官进行了极其不准确的描述，这严重损害了其形象。显然，马歇尔本人对此非常失望。我认为，他之所以失望并不是因为书中那些负面的、不公正的、不准确的描述，而主要是因为他把这种描述看作一种对忠诚的亵渎。我认为，将他对我们讲过的话披露出来是忠诚的一种体现。他曾说：“我不会试图去改变与书记员互动的模式，但是你们是否会亵渎我的这种自信，就全凭你们的良心了。”

在我于2012年离开白宫以后，很多记者及新闻界以外的人士曾向我打听白宫内部的情况。谁跟总统说过什么？谁又没有同意谁的意见？如果哪件事情发生了或没有发生，谁希望这件事没有发生或发生呢？谁胜了，谁负了？当然，这些问题我一概没有回答过，但他们这种令人震惊地不断询问、欲知其详的坚持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这让我回想起与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大记者的精彩对话，她一直揪着谁不赞成谁这类问题不放。最后，我建议她将其最感兴趣的问题（如环境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写出来。但她似乎对这个建议没什么兴趣。

正如我理解的那样（并与标准说法相一致），输入既具有事前决策性又具有审议性。这些都是独立的要求。之所以说输入具有事前决策性，主要是因为从任何方面看它们本身都不是官方决策，而是先于官方的决策存在的且意在让官方知晓。如果一位就职于环保部门的行政助理建议其领导设定十亿分之六十，而不是十亿分之六十五的标准值，则这样的沟通就具有事前决策的性质。输入具有审议性是指，它们是关于该做些什么这一议题的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我承认，即使有上述说明，我们还是能想到很多难以理解的案例。例如，当对一则“关于二氧化硅相关风险的报告”进行汇编时，这则报告将成为纳入法规的一种输入。如果立法书记员正在交换如何处理一项平权运动争议的备忘录，便是与输入有关了。如果白宫内的人正在讨论有关开放政府备忘录的内容，这就是正在处理输入。如果白宫的公职人员正在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公职人员谈论如何处理特定哮喘药物的使用风险问题，这也是一种与输入有关的行为。

关于输入，针对披露的讨论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在两个富有争议的方面也被削弱了。一是，披露的收益通常是非常低的（不是一直如此，但却总是这样）；二是，披露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接下来，我会继续讨论很多关于其主要限定条件的明确的观点。

谁对谁说了什么

从公众的立场来看，含有输入的内容通常是没有吸引力的。对于那些相信透明度的人来说，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是那些看起来富有争议的、不合情理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观点。但是，输入的绝对数量及其范围却是令人怀疑的，并且违反了公众将从这些输入的内容中获益的信念。如果这些输入有趣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一种并不完全支持披露的原因，即为了讨论的目的，有些人可能会谨慎地给出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确实是个坏主意。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想法会被排除掉，所以这永远不会成为一种输出。总而言之，让全世界看到这个想法是重要或明智的吗？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美国联邦管理事务的一般性领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些管理。一般情况下，每年会有5000件行政管理事务必须通过美国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Off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进行处理。这些事务大部分都没有在报纸或互联网上被公开讨论过。这些内容在发布前往往都要先进行充分的内部讨论，留存相应的书面文件、电子版文件及电子邮件，同时还会遗留部分争议问题和质疑。这是审议过程的典型范例。很多人在此过程中表达了很多的观点。大多数时候，披露审议过程中的内容的收益都微乎其微。

在美国联邦政府内部，与管理过程的正确性相关的很多讨论都是如此，有时甚至更为典型。电子邮件的数量非常大。正如上述助理案例，他们可能会让想法悬而未决，收集一些暂时性的反馈信息并报告给相关人员。除了那些可能对某些确实存在的细枝末节感兴趣的人，或那些企图中伤、损害或使他人尴尬，以期制造出政治骚动或揭露某种丑闻的人，一般情况下，披露根本没有任何目的性。

输入透明度出现的两种条件

通常会有两种主要的条件来帮助观察者解释输入透明度出现的原因。我们需要承认，在一些行政管理事务中，这些前提条件中蕴含着或被察觉到将蕴含着大量的权力因素。在腐败的或无效的行政管理中，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有关违规或违法的争论

公共披露可以为可论证的违规争论提供一种事前赌注性的威慑，并且还能够提供一种具有前瞻性的事后纠正。至少，这能让公众知道他们是如何被管理的。在最坏的情形下，输入包含了腐败或犯罪，而我们的人民当然有权知道这些。

例如，假设反对一项决定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个坏想法，而是因为这个想法会触犯行为人或一个强大利益集团的利益，或受到某一知名议员的反对，继而在行政管理中产生不好的结果。确切地说，此类事件会经常出现，并且这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坏的输入。我们暂且规定这样的争论是可反驳的，至少公众有知道的权利，原因在于该争论可能会损害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披露可能会降低这种反对意见被表达出来的可能性，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并且无论如何这都将有助于建立问责制。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关于信息阳光化收益效应的有吸引力的争论会被应用于输入透明度，也会被应用于输出透明度。该争论在更糟糕的输入情形中是最激烈的（读者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或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披露的主要作用是将反对的核心从电子邮件和书面文件转移至电话上。在美国联邦政府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多类似的事件。如果人们不愿意使其沟通的内容被披露给公众或议会，他们会说：“打电话给我吧。”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这通常是无罪的；这里面没有包含任何违法行为，但是这确实与某些敏感问题有关，如在电子邮件中没有被表达清楚的一些强烈的反对意见。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项重大风险。如果内部讨论潜在地倾向于披露，从书面向口头的转换可能会带来损失。这些损失将通过减少经济、法律或其他方面的精准分析的形式体现出来。确实，输入披露能对其产生“洗白”的有利影响，或者能使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清白。

毫无疑问，对于违法或违规输入的担忧将引发有关输入透明度的争论。假设，你坚信，某些过程是存在腐败、丑陋或舞弊——这些会经常出现或者已成为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你坚信，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正在影响美国联邦政府的管理过程，或者对特定利益群体和集团负责的公职人员只是在符合那些集团利益的方向上推进产出——你当然希望能终止这些现象。然而，如果不能直接终止这些现象，你可能会坚持认为输入透明度是一种使其公之于众的渠道。那么，阳光可能就是最好的防腐剂。10

的确存在着一种风险，就是你会简单地把相关影响隐藏起来。但从原则上讲，这是一种次要担忧。至少我们可以说，将内部过程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做法。对于那些因“水门事件”而进入公众视野的人来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违规行为就是一个范例，一定程度的输入透明度对于查获这些违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只要记者和历史学家能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记述，他们便可以从所见的相互让步中获益。这可能更像是一种抽象的学术收益，但是人们及公职人员的确能从历史中学到一些东西，并且这种所得也能产生有价值的纠正作用。历史的记载有助于发现曾犯下的错误，而在理解这些历史记载的过程中，输入也是必需的。政府为何会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犯下重大错误？要回答这一问题，输入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它能产生一些与群体渎职、制度盲点及制度改革需要等方面相关的警告性信号。

例如，假设美国政府对于防止种族灭绝所做甚少。11如果没有输入的权限，那么我们就很难甚至无法对相关的失败经历进行记录。一旦这些失败被记录了下来，人们在未来就有可能逐步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输入披露的收益也可以是非常高的，至少在特定的领域是这样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与上述观点相悖的要点。在很多情况下，输入披露是零收益的，并且也没有降低未来犯错误的风险，甚至还带来了失真的风险。假设人们有进入公职人员（如环保局助理管理员或公民权利助理司法部部长）的电子邮件系统的权限，同时假设电子邮件中含有抱怨环保局管理员、司法部部长和白宫公职人员等的内容。人们会发现，电子邮件可能反映的是特定的某一天的情形或心境——这可能仅是基于作者对事实并不全面的理解，也可能是一种发泄形式，或只反映了一种严重扭曲的观点。

一些记者经常从各种指控和丑闻的传播中获得工作的快感和收益，向公众传播有关内部分歧的披露就变得特别具有吸引力。这确实是属于我们之前提过的八卦新闻的一种形式。受众可能都喜欢八卦新闻，从这个维度上看，这也算是一种收益。但是，指控和丑闻传播对于公众来说却根本没有什么收益。当然若是真实存在的丑闻则另当别论。

输入透明度的成本

对于输入透明度而言，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披露可能会降低思想开放程度和打击公众直率表达诉求的欲望。简而言之，詹姆斯·麦迪逊抓住了其中的一些关键点，其观点如下：

起草宪法的最优惯例便是围坐在一起，因为人们的想法千差万别，所以应在各种想法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之前进行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同时，各成员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换意见，并基于求同存异的精神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如果成员一开始就进行了公开承诺，他们就会基于一致性而要求自己坚持自己的立场。相反，若进行的是秘密讨论，则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有义务保留自己的原有观点，除非他对参与辩论的成员的行为举止的真实性和真相感到满意且支持公开辩论。……没有任何一部宪法是在尚未经过公众辩论的情况下就得以实施的。12

在任何审议过程中，人们的想法都是多样且粗糙的，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基于妥协和接纳精神而获益”的。一旦人们进行了公开承诺，他们可能就不会再转变。保密能促进辩论的开放性。所以，麦迪逊才得出最后的重磅级结论：“如果进行公开辩论，那么没有一部宪法能在大会上通过。”

麦迪逊没有强调的是，输入透明度会导致人们言不由衷。这会阻碍公众直率、自由地表达其真实想法。从该角度来看，这会使各群体获取的信息比其需要的要少。在运行良好的审议流程中，想法形成阶段和结论得出阶段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在想法形成阶段，很多事情是公开讨论的，即使这些事情都被证明是荒唐的或无法容忍的。人们会对获得的某一想法表示赞同，却可以忽略该想法是否有机会得以实施。如果输入是透明的，那么想法形成阶段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行政特权观念背后的核心便是确保公众能够直率地表达诉求。13最好的情况是，输入透明度会引导人们进行口头沟通而不是书面沟通。事实上，通过《信息自由法案》的一个结果是减少了对电子邮件和书面文件的依赖。无论在美国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行政管理中，众所周知的是任何以书面形式呈现的内容几乎都能够在《纽约时报》中找到。这导致人们不愿意以书面形式进行沟通。最坏的情况是，输入透明度会导致某些特定的事情完全不被提起。

但降低公众坦率程度并不是唯一的问题。鉴于媒体和政治对手的动机，输入披露会带来极其不利的干扰。这对于自治是具有破坏性的。倘若不关注输出（如关注如何减少早产死亡），公众的注意力可能会集中在那些似乎能让一些人变成罪犯或不法分子的评论上，或集中在将任何结果性的决定置于最不受人欢迎的境地的那些意见上。怀疑论者可能会满怀激情地回应称，剥夺公众获取信息的机会是非常专断的家长主义或更糟糕，因为这会使他们产生误解或过于关注某个信息。一种观点是，真实信息的获取应受到意见自由市场的制约。但是，在这个范围内看，问题并不在于公众误解，而在于意欲火上浇油的那些人的行为动机。这确实存在着风险。

输入透明度的分类账

提到输入透明度，像分类账两侧的不可通约的数值那样，将其置于单一度量之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收益通常很低。当然也存在例外，如当其包涵非法动机、腐败和犯罪信息，以及可以帮助避免出现大规模或灾难性错误的历史记录时。其成本可能很高，但总是这样吗？

必须承认的是，输入的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降低，并且一旦相关人员不再担任公职，成本就会变得比较低。唯一需要告知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负责人的真相就是，无论他说了什么都会出现在当晚或明天的报纸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是，在未来的某个日期或在行政管理工作完成后，出于保护国家安全、个人隐私或其他价值方面的考虑，将会保存有关内部沟通的公共记录。实际上，《总统记录法案》（Presidential Records Act）14开创了此类事务的一种实现途径（中间有5年的间隔）。通过这一途径，披露的成本得以大幅降低。但它们不是零，原因在于坦率表达将遭受冷遇，并且人们的名誉受到了错误性地中伤。但是，从获得某些类型的历史记载价值的观点来看，这种途径并非没有道理。我的目的不是针对具体的实践和提议获得确定性的结论，而是对一般性观点进行概述以帮助人们识别适当的权衡之术。

输出透明度和输入透明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对于输出而言，透明度可能异常重要。一个核心理由就是，政府通常掌握着人们可以使用的，能使生活更具可导航性和减少严重风险的各类信息。政府不应该把这些信息攥在自己手里。另一个理由是，将信息公布于阳光之下就像是在消毒。无论信息中是否含有政府或私营部门的绩效表现内容，披露都可敦促其更好地完成绩效。

这就暗示我们继续和强化政府信息网站工作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无数情境中，政府都不应该等到《信息自由法案》提出要求才有所作为，而是应将信息公布于网站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输出都要公布在网上，而是当输出对公众来说可能存在价值时，应向公众公布。在未来，我们应期待在这一方向上取得重大进展，使其自动化程度得以显著提升。

输入则应该被归于不同的类别。在非常规环境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政府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谁对谁说了什么。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美国公众知道州助理不赞同员工领袖的意见或州助理关于贸易协议的想法，或知道在如何治理温室气体方面存在着激烈的分歧，他们似乎也无法从中获益。最为明显的是，这将导致人们保持沉默或通过不能被记录的方式进行沟通。更详细地说，这将使公众的注意力从关乎政策和事实的重要事情上转移到关乎宫斗游戏这类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来。同时，输入透明度能将热点集中于有问题的、违规的或腐败的行为上，并提供必备的历史记载。人们可以以史为鉴。对于当前的行政管理而言，熟知以往行政管理的错误之处是至关重要的。

我的分析框架自始至终都是福利主义，一直在追问信息披露的成本与收益。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应对福利主义这一观点加以具体说明，且很多人会以不同的基础对其展开讨论，如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观点。除此之外，在福利主义框架下，有些输出透明度是没太多意义的；而有些输入透明度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当我们言及分类时，并不是指那些个别情形。但是，分类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方向。输出透明度应处于努力争取信息自由的核心位置。我们对这方面的需求会与日俱增。输入透明度也可以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行政管理行为结束之时。但是，在处理输入透明度时需要格外谨慎。


第13章
预防性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对风险规制这个简单的理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若存在质疑，应遵循预防性原则。1摒弃会产生有害风险的步骤。在确定安全之前，保持谨慎；不要求有明确的证据。用一句格言来说，就是“宁可事先谨慎有余，不要事后追悔莫及”。

在日常生活中，这类请求是很合理的，实际上这是人类理性的一部分。干预自然过程可能是有害的，而且我们通常拒绝改变现状，因为害怕会有副作用。难道不应该遵循理性管理者的路径吗？很多人认为应该这样。因此，预防性原则便成了社会进化的组织原则。在欧洲、美国及其他地方，这个原则被那些意欲加强环境保护、保护自然，以及减少健康和安全风险的人所援引。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这个原则已成为社会级联效应的受益者。它在社会中得以迅速传播。飞地审议者总是援引这个原则，同时努力使他人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框架。

在这里，我的核心观点都是概念性的。预防性原则最严峻的问题在于它是不连贯的，其目的是给出指导，但却没有做到，因为预防性原则也同样谴责自身所要求的那些特定步骤。该原则要求的规制总是会给自身带来风险。这样一来，该原则就同时禁止了自身的授权。因此，我意欲挑战预防性原则并不是因为它会导向坏的方向，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产生任何的导向作用。该原则因可能会导致社会瘫痪，禁止规制、不作为及两者间的每一个步骤而被认为是有危害性的。只有当我们对与风险相关的很多因素视而不见，只关注风险的一个狭小子集时，预防性原则才能有所帮助。保护自然通常是有意义的，但预防性原则却并未给出一个有益的架构来提醒人们该在什么时候为自然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

如果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其巨大的影响力，以及人们普遍认为的它可以也应该被用来指导监管判断的现象呢？我们应该承认其潜在的实用性价值，它可被用来处理对某些风险的关注不够充分的情况。有时候，它激发了人们挽救生命和改善健康所需的动力。毫无疑问，该原则被自私的政治活动家策略性地援引了。除此之外，我认为有关人类理性和认知的理解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同时，科学研究的相关发现会清楚地阐明该原则的可操作性，解释它在其他方面令人困惑的吸引力，并提出了为何它应该被放弃或至少在实质上应该被重新构建。实际上，这些发现为这句古老格言“宁可事先谨慎有余，不要事后追悔莫及”的应用和隐患提供了更好的解释。与预防性原则一样，这句格言也遭遇了很多同样的反对。

综上所述，我竭力主张这类监管者应该采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同时，在应用过程中，预防性原则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与自身的理念相冲突。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支持该原则的人在设法防止忽视未来、无视那些正遭受最严重贫困的人的利益和对灾难性情形的漠不关心，并试图提出由监管者提供明确证据这一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与其他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相比，预防性原则是粗糙，甚至是不合常理的。

什么是预防性原则

对于那些对预防性措施感兴趣的人来说，最初的问题是预防性原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其要求是什么？我们能够想象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理解。其中一个极端是理性的人不会反对较弱的版本。另一个极端是较强的版本要求人们对监管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当然可以感知的是，最为谨慎和较弱的版本会给出如下建议，缺乏存在危害的决定性证据不应成为拒绝提供保护和对抗风险的理由。例如，即使我们无法证明接触低水平致癌物与对人类健康的不利影响之间存在相关性，实施控制也可能是合理的。因此，1992年的《里约宣言》（Rio Declaration）指出：“存在严重的或是不可逆的损害威胁时，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不应该被用作推迟采取具有成本收益性的可以避免环境恶化的措施的理由。”

1987年，在伦敦召开了关于北海保护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会上发布的宣言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为了保护北海免于可能因最危险的物质而遭到破坏，与会国都接受将预防性原则作为一种必要的措施，可能要求各国采取行动以控制这类物质的排放，即使暂时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破坏与之有因果关系。”与此类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使用了更为谨慎的语言：“若存在严重的或不可逆的破坏威胁，缺乏确切的科学确定性不应被当作推迟采取监管措施的理由；可考虑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参考成本效益，尽可能地实现以最低成本确保全球利益。”

1998年，由环境保护者发布的一份流传更为广泛的文件《温斯布雷德宣言》（Wingspread Declaration）更进了一步。文件称：“当某种行为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成的危害增加时，应当采取预防性措施，即使这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科学上尚未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形下，这一行为的倡导者，而不是公众，将负有举证责任。”上文中引用的第一句话是《里约宣言》里的一种稍微富有攻击性的说法。之所以说它具有攻击性，是因为其没有局限于严重的或是不可逆的破坏性威胁。但是在举证责任倒置中，第二句话则是更进了一步。当然，一切都取决于举证责任要求出示的那些证据。

在欧洲，预防性原则有时被认为是一种更为强烈的方式，它要求所有决策都要有一个较宽的安全边际。一种定义认为，预防性原则是“当有证据表明损害可能发生时，就应当采取行动来改正问题，而不是要等到损害已经发生才采取措施。”2这里的“可能”一词至关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可能”不需要一些概率阈值来加以界定，那么所有情况都会有“证据表明损害可能发生”。对比另一种更强硬的版本，欧洲第一届濒危海洋会议的最后宣言称：“如果要判定一项确切行为的‘最坏情形’足够严重，那么对该行为的安全性存在的一点点的担忧就足以阻止其发生。”3

预防性原则的较弱版本反映了一项不言自明的道理，即原则上的毫无争议。实践中的必要性仅体现在消除公众困惑或个人群体要求出示造成损害的确凿证据的自私诉求上（理性社会中是不会有这种要求的）。最弱版本的定义可能在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原则上他们是无可厚非的，甚至略显平庸。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再对这类定义进行赘述。为了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将通过一种比较强烈的方式来理解这一原则，只要存在健康、安全或自然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就需要进行监管，即使证据仍然是推测性的，或监管的经济成本很高。为了避免出现明显的荒谬，对于潜在风险这一理念的理解应当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为了支持监管，某个地方的人敦促认真对待某个风险是不够的。但是，正如我理解的那样，在预防性原则下，阈值的负担是最小的，一旦达到阈值，就会有某种类似的有利于监管控制推定的事物存在。

我坚信，对于预防性原则的这种理解与某些最热心的倡导者的理解是一致的。并且，这种理解有相对温和的形式，也符合众多的法律规则。

自相矛盾的预防性原则

人们往往不愿承认自己对预防性原则的理解是极其模糊的。预防应做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就其自身而言，这一原则没有告诉我们答案。预防性原则常常是，但却不应该是无视成本的。人们也很容易对这种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有些预防性措施当然是不值得的，因为它们的成本太高收益却甚少，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预防性原则根本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指导，但不是说它本身是错误的，而是该原则禁止了所有的行动方向，包括规制。它所禁止的恰恰是自己所要求的那些步骤。

为了理解反对意见，我们有必要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　转基因食品已很常见。4其风险目前还无法确定。有些人害怕基因改造会产生严重的生态危害；另一些人又坚信其风险极低，并且基因改造会产生更有营养的食物，并且能显著改善人类健康。

·　很多人害怕存在于地面上的核能，因为他们认为核电站存在各种健康和安全风险，包括大灾难。但是，如果一国不依靠核能，就只能依靠其他的替代性生物能源，特别是依靠燃煤的火力发电站。这类电站也会有自身的风险，包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近年来，中国已依靠核能实现了温室气体的减排，并解决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问题。5

·　对海洋哺乳动物的保护与军事训练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美国海军进行过很多此类军事训练，可能的结果便是威胁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海洋中的军事行动可能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危害，但是暂停这类军事行动的决定可能也会危害到军备（或政府认为如此）。6

在这些情形中，预防性原则为我们提供了哪种引导呢？人们很容易认为，该原则倡导了严格的规制管控。在上述情形中，产生严重危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没有权威性的科学证据能证明这种可能性是零。让我们暂且把在这些情况下强制执行严格监管的预防性原则是否明智的问题放在一边。先来思考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更为严格的规制是根据预防性原则的要求实施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上述情形中，有时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严格的规制实际上与预防性原则是相冲突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规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利益损失，并导致许多本不该发生的死亡。在某些情况下，规制消除了某个过程或活动的机会效益，从而引发了本可以避免的死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规制便不再具有预防性。

让我们再考虑一下对食物基因进行改造的情形。很多人之所以反对基因改造，主要是认为“对自然的篡改”会对环境或人类健康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然而，很多其他的人不仅相信这些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而且还相信如果不允许进行基因改造可能会导致大量死亡和更多死亡的小概率事件。原因在于基因改造一直秉持着让食物生产变得更便宜也更健康的信念。例如，让很多发展中国家获益良多的黄金大米。基因改造确实会产生收益或其收益超过了其风险，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种说法是指，如果从字面上理解预防性原则，那么无论是规制还是不规制都会触犯这一原则。

规制有时候会违反预防性原则，因为它会使替代性风险上升，其形式是因规制而出现或增加的危险。让我们来参考一些杀虫剂的案例。杀虫剂通常是被禁用的或被管制使用的，旨在减少对鸟类和人类造成的伤害。而禁用所产生的风险是，贫穷国家的人们可能会因此失去对抗疟疾的最有效的方法，继而给公共健康带来严重损害。

再如药品标签，这是在一种新药投放市场时由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的预防性措施。如果政府能坚持采用这一措施，就可以使人们避免遭受来自未经充分测试的药物的伤害，但是这也让人们无法获得那些特定药物的潜在治疗效果。那么，究竟是要求进行广泛的售前测试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才具有预防性的呢？在预防艾滋病药物的情况中，那些支持预防性措施的人已经从更好地保护患者健康的角度敦促政府取消售前测试。顺便说一句，在新药方面，美国要比大部分欧洲国家更具预防性，但是因为这类药品无法在市场上售卖，美国也无法为那些本可以通过更快疗程根除的疾病提供预防性保护。更一般地说，明智的政府可能希望忽略与低水平影响相关的小风险，理由是预防性应对措施可能会引发恐慌，而这种恐慌超过了这些措施对健康带来的任何益处。

我们应该能够看出，所有值得践行的预防性原则都是具有麻痹性的。对于规制、非规制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情形来说，预防性原则都是一种障碍。然而，这些因素当然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为何预防性原则这么有影响力呢？为何预防性原则又被广泛地宣扬呢？我认为，当且仅当实施预防性措施的人戴上眼罩时，这一原则才具备可操作性。也就是说，仅当他们只关注规制情景的某些因素，而轻视或忽略其他因素时，这一原则才可用。但是，这个建议又会引出进一步的问题：如果特定的眼罩是实施预防性原则的前提条件，那又该如何解释呢？若人们的注意力是选择性的，那他们又为何这样选择呢？

预防性原则的运作

有时，预防性原则的运作方式是将大自然本质上是和谐的理念与人类的干预可能会导致风险的观点相结合，正如预防性原则建议对杀虫剂或基因改造进行严格的规制一样。许多人担心，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会造成现状的损失，这些损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收益则会伴随着质疑或至少被认为是不那么重要的。例如，“人为的干预似乎在对食品风险和污染进行判定时充当了放大器的角色”，即使“世界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要比人为灾害多很多”。7研究表明，人类高估了杀虫剂存在的致癌风险，并且低估了自然致癌物存在的风险。人们还坚信，自然就意味着更安全，因此更倾向于饮用天然水而不是经过处理的水，虽然两者的化学分子式是一样的。8

对于大自然善行的坚信，在预防性原则的运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那些相信自然是和谐的或平衡的群体来说。实际上，许多支持预防性原则的人，似乎都特别关注新技术。大多数人相信，天然的化学物要比人造化学物安全。9大部分的毒理学家却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当人们干预自然界时，预防性原则便会主张要小心谨慎。在这里我们能够根据以下内容发现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内容：大自然包含了很多系统，并且对系统的干预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但是，对预防性原则的理解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所谓的天然可能一点都不安全。10

“自然平衡”的存在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观点。但根据公平标准，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11大自然本身就是“以变化为主要特征的，而不是恒定”，并且“大自然生态系统也是动态的”，其中所包含的理想的变化往往都是“那些由人类行为引起的变化”。12在任何情况下，大自然都是一个充满破坏的领域，包含着疾病、杀戮和死亡。因此，与大自然相比，人类活动必然或更系统性地比大自然本身更具破坏性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显然，大自然的产物相对来说更安全的想法也是不对的。13在食品安全和健康的背景下，被很多人所推崇且创造出的每年可产生45亿美元收益的有机食品具有很多优点，但是否更健康却并没有定论。诚然，根据一种公认的有争议的观点，有机食品实际上“要比那些成长于人造化学物中的食物危险得多”。14如果预防性原则仅使人们对杀虫剂产生了怀疑而没有对有机食品产生怀疑的话，那可能是因为违背大自然而产生的健康风险更令人担忧。

我们面临的一些最严重的风险是大自然的产物。没有什么东西要比暴露于日光之下更自然的了。很多人不惧怕日光。但是，这样的暴露却与皮肤癌及其他严重的危害相关。烟草作为一种大自然的产物，每年却能造成超过40万的美国人丧命。上述内容都不是为了解决具体因素，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与价值和事实相关的复杂因素。然而，对大自然善行的错误信奉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预防性原则被非常错误地认为能在分析中为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损失厌恶

人们都不喜欢损失。也就是说，与希望有所得相比，人们更希望不要遭受损失。15当预料到会有损失时，我们确实会感到惧怕。这种惧怕程度要远超当预料到会得到某些援助时的愉悦程度。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当个人和社会淡化源于现状的潜在收益而专注于潜在损失时，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会带来总体风险的增加和总体幸福感的下降。

在风险规制的背景下，有一个明确的推论：人们会密切关注任何新风险导致的或由已存在风险的恶化导致的损失，但是对规制带来的可预见性收益却漠不关心。损失厌恶通常能帮助我们解释是什么让预防性原则具有了可操作性。监管的机会成本通常非常小或根本不存在，但是该问题中的相关活动或实体的自付成本却是完全可见的。事实上，这是现状扭曲的一种形式。现状为我们标注了衡量得失的基准线，并且在这一基准下，与获得带来的欢愉相比，损失带来的不悦要严重得多。

如果损失厌恶是有效的，我们可以推测，预防性原则将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至某些风险造成的损失上，而淡化管控该风险所产生的可预见性收益。让我们再来强调一下上述美国案例，比较一下未得到充分测试的药品所造成的风险和该药品可能被延迟上市的风险。如果现实中存在机会收益，预防性原则将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指引，尽管对此我曾提出反对意见。同时，被忽视的机会收益有时在应用预防性原则时呈现出的却是一个毁灭性问题。也许能挽救生命的药物的情况，恰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情形。

损失厌恶往往与另一个认知发现密切相关：与不熟悉的风险相比，人们更能容忍熟悉的风险，即使它们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一样的。16例如，即使在美国每年有数万人死于车祸，驾驶带来的风险也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担忧。这是因为人们将与驾驶有关的风险看作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很多人对较新出现的风险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担忧。例如，转基因食品及最近引入的化学武器和恐怖主义等带来的风险。造成这种不同现象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怀有这样一种观念，即面对新的风险，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其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确定坏结果出现的概率）而不是风险（发生的概率是可以确定的）。那么，当我们无法对风险进行衡量时，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这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个人和社会关注新风险的倾向却超过了理智的倾向。通常以不太充分的理由，通过强调涉及危害的一小部分区域就可以使预防性措施得以实施。

可得性启发式

可得性启发式对于理解人们的恐惧及其对预防的兴趣至关重要。17当人们运用可得性启发式时，他们会通过脑海中是否有相关的案例来评估风险的大小。如果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这样的案例，他们就不会像找不到案例时那样惧怕了。实际上，对于自然善行的信奉往往起源于可得性启发，如人们一再提及的基因“篡改”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危害的案例。

进一步说，“同等频率下，容易被读取的案例的类别要远远多于不容易被读取的案例的类别”。18我们可以参考这样一项简单的研究，给受试者一份名人名单，其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然后询问他们名单中女性的名字更多还是男性的名字更多。如果这一名单中的男性更出名一些，则人们就会认为男性的名字会更多；而如果这一名单中的女性更出名一些，则人们就会认为女性的名字会更多一些。19

这一研究是关于熟悉是如何影响案例的可得性的。一般认为熟悉的风险比不熟悉的风险更严重，例如与吸烟相关的风险被认为比与阳光浴相关的风险更严重。但显著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从主观概率上讲，目睹一起房屋失火事故的影响，可能比在当地报纸上读到这次火灾所带来的影响大得多。20所以，当前事件比过往事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点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解释与风险相关的行为，包括采取预防性行为的决定。人们是否会为自然灾害购买保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前经验的影响。21如果不远的过去并没有发过洪水，居住在洪水易发地区的人们很可能不愿意购买保险。地震发生后的一大后果就是，为地震而投保的人数显著增多，但是随着关于地震的生动记忆逐渐淡去，保险购买量又会逐渐回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情境中，可得性启发式的应用并非是不合逻辑的。保险和预防性措施都是非常昂贵的，并且大多情况下，先前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将来再度发生该事情的最佳可得性引导。可问题在于，可得性启发式会导致过度恐惧和忽视等形式的严重错误。

可得性启发式能帮助我们解释预防性原则的运行机制的一个简单原因是，有时人们认为需要采取预防性措施的一项特定风险是可以被认知的，而包括与监管自身相关的其他风险却不能。例如，我们很容易知道砷是具有潜在危险的，并且砷作为一种著名的有毒物质，还曾经出现在一部电影《毒药与老妇》（Arsenic and Old Lace）中。相反，在对砷的管制可能会导致人们去使用不太安全的其他替代品这一观点进行判断时，还存在相对更为复杂的智力层面的操作。预防性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似乎是可以为人们提供导向的，原因在于其中的某些相关风险是具有可得性的，而其他的风险则几乎是不可见的。并且，当人们倾向于保护自然而反对人为干预时，通常都是因为干预的风险是可见且熟悉的，但是不干预的风险却不是这样的。

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

代表预防性原则的一些核心主张包含以下4个合理的要点：第一，不确定性；第二，跨时间学习；第三，不可逆性；第四，科学家求知谦逊的需要。在这些要点的帮助下，我们可能会在更精炼和更合理的方向上去理解预防性原则。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才是解决“最坏打算”思维的合理措施。全面分析需要对决策理论中的一些复杂问题进行调查，因此这不是做全面分析的地方，但是有3点内容是没有争议的。22

第一，如果一项产品或活动没有多少利润，那么与利润丰厚的情况相比，针对预防性措施的争论会更加激烈；第二，如果一项产品或活动具有微不足道的风险（既考虑到其概率又考虑到不良结果的重要性），且如果这种产品或活动能产生丰厚的收益，则它就不该被禁止或监管（包括通过贴标签的方式）。第三，如果某种产品含有较小的（但并非微不足道）灾难性风险，同时收益很有限并且没有理由为此冒险，则对于禁止这种产品或对其进行监管（包括通过贴标签的方式）就会存在较大的争议。

这里还存在着一些更复杂的情形。第一，某一产品或活动具有重要的收益；第二，我们无法或很难确定灾难性的不良结果出现的概率，这便产生了不确定性而非风险23；或者无法确定与不良结果相关的损害，这便产生了忽略的情形。在这些更为复杂的案例中，平衡这个账簿的两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对于消除最坏情形的方案也确实存在争议。24并且，如果风险是不可逆的（需要对不可逆的概念进行独立的分析），则与其解决方案相关的争论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对于更加完善的预防性原则或其他类似的原则，应当从不可逆性危害或灾难性危害的预防性原则两个角度，对其合理性进行判断。25

更宽广的视野下

我并不建议能够代替预防性原则的其他任何具体原则。但是，这里没有任何一项争论是支持阿伦·威尔达弗斯基（Aaron Wildavsky）的观点的。威尔达弗斯基是一位敏锐且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对风险规制特别感兴趣，同时也是一位预防性原则的反对者。26按照威尔达弗斯基的观点，自然与社会能在面对巨大冲击时进行调整，因此最终呈现出的危险程度似乎要比我们所担忧的小很多。基于以上的理解，他认为预防性的观念应该被摒弃，并且由适应性原则取代。根据威尔达弗斯基提出的适应性原则，人们对于目前的很多危险便无须那么担心，如气候变化、食物传播疾病及臭氧层的破坏等。

不幸的是，适应性原则并不比预防性原则更好。在大自然或社会系统中，有些是具有适应能力的，而有些却没有。并且也无法对某一生态系统或社会是否具有适应性进行抽象意义上的确定。任何情况下，适应性都是一个程度因素，而我们应实事求是。适应性原则应当被理解成一种启发或精神捷径，一种倾向于在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技术变革面前无所作为的方式。与大部分的启发一样，适应性原则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也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甚至致命的错误。

反向效应广泛的多样性可能来自不作为、监管或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承认这一点应该会是一条比较好的解决路径。这一解决路径试图对所有反向效应进行考量，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子集。当现存的知识无法对反向效果的全部情况进行准确评估时，这一解决路径便会衍生出经验法则，以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为我们指出合宜的行动过程。当社会面对灾难性风险时，合宜的方式应是采取行动，而不是袖手旁观或仅仅心存幻想。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进行反抗，而不是接纳人们在思考风险时所面临的多样化的认知局限。列出一份严谨的风险领域清单，也有助于消除利益集团垄断的风险。

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是那些不被人所知的公共警报，其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并且在大规模连锁效应的作用下还可能会导致额外的伤害。针对风险的明智做法应是，即使毫无根据，也要努力减少公众恐惧。我在此的目的并不是否定上述做法，而是去解释预防性原则令人费解的流行性，并且帮助人们提炼出使预防性原则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

在个人层面，这些策略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缺乏信息的人或通过关注手头情况中的一种因素就能做得很好的人来说。但是，对于政府来说，预防性原则却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一旦人们的视野被扩大，预防性原则根本提供不了任何指导。当然，理性的国家应当采取预防措施，但却不应当实施预防性原则。


第14章
道德启发式

在认知领域里有关启发式的现代文献中，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4)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他们主张：“人们通常依赖有限数量的启发式原则，来减少概率评估和价值预测等复杂性任务，以使判断过程变得更加简单。”1但是，相关文献仅源于道德和政治领域的可行性调查，实际上人们还是会依赖简单的经验法则。经验法则通常运行良好，当然有时也会失效。2其核心观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生活中的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简单且高度直观的规则构成的。这些规则通常是有道理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中也会失败。欺骗或偷盗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欺骗或偷盗的目的是挽救人的生命，则其可能又是义不容辞的行为。并不是所有的承诺都一定要恪守。虽然试图在紧要关头违反一项存在已久的职业承诺是错误的，但如果你的孩子此刻正在医院，你可能从道德层面上确实会要求自己这么做。

我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表明，启发式在道德、政治和司法判断方面扮演了一个普遍的角色，而且它们有时还导致了一些重大错误的发生。我还试图辨认出一系列目前既可以影响司法又能影响政治的启发式，同时还试图提出一个貌似合理的主张，即一些广泛实施的实践活动和信念都是这些启发式的产物。通常道德启发式代表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概括，而道德启发式也确实适合这些问题，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启发式也很有效。3当这样的概括脱离相关语境且被看作独立的或普遍性的原则时，问题就出现了。原则的可应用性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那些反对这些原则的人在道德上是愚蠢的，甚至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我坚持认为，这种问题的出现具有误导作用，甚至会引发道德上的错误。在理性缺位的情境中，拒绝实施这一概括性措施丝毫不愚蠢，亦不奇怪。

因为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研究的是事实和初始逻辑问题，所以他们或许认为启发式有时候会导致错误。不幸的是，这一想法不能如此简单地被表述出来。现实中的错误既是高度直观的，又是毫无争议的，并且最终人们会因自身的直觉而感到尴尬。在道德和政治领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清晰的案例。然而，我想说明的是无论一个人的道德义务是什么，道德启发式都是存在的，而且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应该将潜在的道德直觉看作固定的分析点，而应将其看作不可靠的，至少是潜在的错误点。对反思均衡的探索，就是在所有层面的一般性知识中寻找判断的一致性。4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秉持的一些道德准则可能就是启发的产物，而这些启发式有时却会导致错误的发生。

事实上，如果道德启发式是普遍存在的，那么肩负着多种基本责任的人不会认为自己的理论偏好是错误的，但是会认同启发式的运用方式通常很实用这一观点。功利主义者为了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应当能辨认出启发式；义务论者为了合理履行道德责任应当能指出启发式；不受任何大规模理论约束的那些人，为了自身肩负更加适中的规范性责任，应当能够对启发式进行具体的说明。倘若道德启发式是存在的，则错误极有可能既存在于道德思考之中，也存在于司法和政治实践之中。常规意义上的司法和政治争论通常都是启发式的产物，但被粉饰成了普世的真理。因此，我将确定一套政治和司法判断。我们最好将这些判断理解为启发式产物。甚至在它们的合理性并不适用时，这些判断也经常非常错误地被作为政治和司法实践的指引来采用。

一般性启发式与古尔德的小矮人

启发式和事实

有关启发式和偏差的经典研究并不涉及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事实问题。在解答核心的事实性问题时，缺乏准确信息的人会运用简单的经验法则。在长度为4页的英文小说中，有多少个单词是以“ing”结尾的呢？在同样的4页的英文小说之内，又有多少个单词的倒数第二个字母是n呢？大多数人会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比第二问题的答案多，虽然思考片刻就会知道这是个错误。5人们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他们很可能使用了一种可识别的启发式，即可用性启发式，来对有关概率的问题进行解答。当人们运用这种启发式时，他们会通过是否能想到相关实例来回答概率问题。在缺乏统计学知识的情况下，人们试图去探寻例证。对于毫无统计学知识的那些人来说，这就远不是不合理地运用可用性启发式的问题了。他们的问题是，这类启发会导致严重的事实性错误，而这种事实性错误的形式通常是对于微小风险的过度恐惧及对重大风险的视而不见。

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典型性启发式，即有关概率的判断会受相似性估计的影响（甲和乙相似的情况）。与典型性启发式相关的知名例证是，假设请人们回答一位名为琳达的女士的可能职业是什么。该案例的表述如下：“琳达今年31岁，单身、健谈且性格非常开朗。她毕业于哲学专业。在校期间，她非常关心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还参加过反对核武器的示威游行。”6然后，研究人员要求人们对琳达的8个未来职业按照可能性高低进行排序。在这8个可能性职业中，6个职位是用来凑数的（如精神方面的社会工作者、小学教师等），另外两个才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分别是“银行出纳”和“银行出纳及女权运动活跃分子”。

与银行出纳这个职业相比，更多的人认为琳达更像是一位银行出纳及女权运动活跃分子。这是一个明显的连接性错误，其中特征A和特征B要比特征A单独存在时的特征性更强。这样的错误便是由典型性启发造成的。与“银行出纳”相比，对琳达的描述似乎跟“银行出纳及女权运动活跃分子”更匹配。关于该案例的富有启发性的反馈是，进化论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发现：“我知道正确答案，但是有一个小矮人总是在我的脑袋里蹦来蹦去并对我大喊‘她不可能只是个银行出纳，再读一遍描述试试’”。7因为古尔德所说的小矮人特别喜欢在道德层面叫嚷，在下文中我将多次提及这个小矮人。

根据道德启发式，现存的工作具有暗示性而非确定性；因此仍需经过很多步骤，特别是要通过额外的实验性工作来进行道德判断。我所要辨认的道德启发式理应会受到挑战，原因在于专门的应用不是可预测的。我的最初愿望之一就是激发出更多的拓展性研究。这些研究的主题是，人们何时以及是否会在特定的情况下运用有意义或无意义的道德启发式。

属性替代和典型案例

卡尼曼和尚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指出，当人们对评估“目标属性”感兴趣时，会用评估对象的“启发属性”来替代“目标属性”，且启发属性更容易掌控。所以，启发式是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一种精神捷径。8因此，启发式就是通过“属性替代”这一过程来实现的。启发式的使用会引发用于判断真实性的直觉，这些直觉有时是片面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直觉会在预测的方向上犯错。9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死于自杀的人多还是死于他杀的人多呢？在缺乏统计信息时，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即询问是否可以比较容易地在任何门类（可得性启发式）当中找到一些案例呢？但是，这样往往会导致错误，这是风险感知领域中的可得性偏差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中，启发式还会作为一种情感反应与情绪方面的影响相关联，并且实际上这种影响甚至可以被看作一种启发式。人们会根据某一产品或行为产生的影响对其进行评估。10但属性替代常被用于处理缺乏情感因素的事实性问题。

类似的机制也在道德、政治和司法领域发挥着作用。当无法确定该对目标属性思考什么或做什么（道德要求或法律要求）时，人们可能会用启发式属性来替代。例如，询问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信任的权威（如所偏好的政党首脑是一位特别睿智的法官，同时也是一位宗教人物）。通常这个过程会被视为典型案例。当面对新奇的难题时，观察者总会问，这是否与熟悉的问题有着相同的特征？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针对熟悉问题的解决办法就会被用到这个新奇的难题上。可能的情况是在价值和事实两个领域，现实世界的启发一般在真实世界中会运行良好，所以他们运用启发式方法会使道德错误减少而非增加，至少跟大多数可能的选择相比是这样的（详见下文有关规则功利主义的讨论）。这里唯一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道德判断在某些时候会不起作用。

我们应该从认知的双重过程理论来对主要的启发式进行理解。11系统1是直觉性的，快速、自动且毫不费力（这是古尔德小矮人的基本特征）。相反，系统2是深思熟虑的，缓慢、自知、精明，同时是经过演绎的。系统2扮演着一位控制者的角色，确认或否决某些判断。例如，一个人在经历过飞机失事事件一个月后再次乘坐飞机从纽约前往伦敦。这个人可能通过系统1做出一个快速且几乎是下意识的判断，认为这个航班是非常危险的。然而，也可能会做出来自系统2的否决判断，因为系统2进行了针对风险承受度的更现实的估计。系统1总是带有情感上的成分，但有时这是不必要的。例如，概率性判断可能需要特别快速地做出，根本无须情感成分。

大量的证据表明，人们总是能够做出自动的道德判断，且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思考而做出的。对于这些判断，他们自己有时都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12人们在进行道德、政治或司法判断时往往会用启发式属性来代替目标属性。系统1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发挥作用，并且系统1可能会或不会受制于系统2。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乱伦禁忌。对于乱伦，即使是在这一禁忌似乎并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在道德上对其表示厌恶。他们受到了“道德失声”的支配，无法对自己秉持的这一直觉做出解释。13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系统1掌控着人们的判断，且并未经过系统2的修正。这个观点似乎也是合理的。这在法律和政治语境下都是真实的。

道德启发式的作用

为了展示道德领域中启发式的运行方式，我们还需要对一些能用来度量道德真理的基准做出说明。关于这些问题，我想避开那些争议较大的观点。我认为，无论人们对道德和政治判断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看法，道德启发式似乎在实践中都能起作用。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我首先将对野心勃勃的理论（意指针对“正确”和“好”的大规模描述）与道德启发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概述。我认为，对于那些在道德和政治上接受了野心勃勃的理论的人来说，可供替代的立场是最小的启发式。但是该方法富有挑战性，因为任何富有野心的理论都颇具争议性，无法成为衡量道德真理的基准。我将在下文中对该主题进行更多的论述。为了取得进展，最简单的办法并不是将富有野心的理论（据说是正确的）与常识性道德（错误的）对立起来，而是采用另外两种更适宜的办法：一是，表明在任何关于道德要求的观点上，道德启发式都可以发挥作用；二是，表明在道德要求的最无争议的观点上，这样的启发式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有些人属于功利主义者，他们坚信效用最大化才是终极目标。起初，人们并不了解这一理念的具体含义。用英国法理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话来说，“效用就是能产生利润、优势、愉悦、美好或快乐的任何物质资产，旨在避免给利益相关方带来伤害、痛苦或不愉快”。14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话里包含着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应注意到，包括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内的很多功利主义者对于效用的理解都比边沁要广泛得多。同时，他们还指出，一般性道德都是以简单的经验原则为基础的，且通常对效用具有促进作用，但有时也会没有作用。15例如，穆勒曾强调人类一直在“由经验趋势的体验中不断地学习”，因此“效用原则的推论”逐渐被一般性道德所刻画。16

在现代心理学发现的启发下，功利主义者可能会争辩说，一般性道德简单地说是一系列关于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启发式，也就是效用。他们可能主张，一般性道德承诺便是一组精神捷径。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这些捷径一般情况下会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也会产生严重的或系统性错误。假设大多数人都反对功利主义的惩罚方法，而信奉报复主义（可粗略地理解为一种将惩罚看作道德上应得的而不是效用最大化的方法）。这是功利主义者的偏好理论。他们对系统1有反应吗？他们正在犯认知上的错误吗？康德主义是一系列认知错误吗？（见第15章）需要指出的是，就道德要求而言，功利主义者通常会在具体案例上与其义务论对手达成一致。他们也能接受刑法和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义务论者和其他人与功利主义原则相背离时，他们可能是在启发式的基础上实施操作的。这些启发式通常是很有效的，但有时也不起作用。

然而，想要以这样的方式解决大规模的道德争论是非常困难的。在许多以可得性和典型性为基础的一般性启发式中，针对事实或基本逻辑规则的检验结果表明人们会犯错误。在道德领域进行相关证明是非常困难的。至少，那些反对功利主义的人不会因自己的道德判断导致效用的减少而感到尴尬。例如，那些坚持分配性考量的重要性的人就对功利主义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目前还很难确定，社会底层的中等程度的效用损失正是社会顶层的巨大效用所得。

通过对道德启发式的存在性的强调，反对功利主义的那些人很可能会反败为胜。他们会争辩道，功利主义者推崇的原则大多时候都与道德要求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功利主义也在很多方面导致了严重的问题。按照该观点，功利主义本身即是一种时而有效时而导致系统性错误的启发式。事实上，功利主义者和其批评者之间的许多争论都涉及一方或另一方的主张，即反对意见往往能够产生好的结果，但也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因此应被否决。

要解决这些重大争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都不太相信他们所定义的承诺仅仅是启发式的。道德启发式与心理学相关研究所揭示的启发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这些启发式中事实或简单的逻辑为确定人们是否犯错提供了很好的检验方法。如果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在给定的篇幅内以“ing”结尾的单词数量要多于倒数第二个字母是n的单词数量，那么很显然这里是有错误的。如果人们认为与“银行出纳”相比，琳达更像是“银行出纳兼女权主义运动活跃分子”，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如果法国公民认为纽约大学的篮球队要比圣约瑟夫大学的篮球队更棒，是因为他们从未听说过后者的校名，那么只需简单地查一下得分记录便可以发现自己是错误的。在道德领域，事实性错误和简单逻辑都不能为人们提供这样的简单测试。

弱结果主义

因此，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像西季威克和穆勒那样去证明常识性道德是为获得正确的一般性理论而构成的一系列启发式。但是，更为谨慎的表述是：在很多情况下，道德启发式是起作用的，并且这一点可以被持不同的一般性理论的人或不确定到底哪个一般性理论才是正确的人所接受。我认为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即道德启发式可以在不接受任何特别富有争议的规范性主张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在诸多案例中，这种主张完全可以在不接受任何有争议的规范理论的情况下被接受。其他的案例需要接受我所说的“弱结果主义”。根据这一理论，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法律体系的社会结果与法律应该做的事情息息相关。

弱结果主义者坚信，结果才是最重要的，但他们不需要成为功利主义者，也无须相信法律和政策应当使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是备受争议的，包括哲学家在内的很多人对功利主义都持反对意见。效用思想的含义仍然包含很多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说的难道仅是快乐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吗？那难道不是对人们所做之事和应当在乎之事的一种狭隘的描述吗？这就是弱结果主义者思索的问题。他们已经准备接受这一观点，即无论其对效用的影响如何，都应将侵犯权利的行为算作重要的结果之一，因此这类侵犯权利的行为在全面评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一直坚持的观点，即结果主义论者可以在不接受功利主义也不否认侵犯权利是一系列相关结果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坚持结果的重要性。因此，森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与功利主义者分享一个结果主义方法（但与功利主义不同的是它不局限于只关注效用结果）”，同时还要强调“权利本身的重要性（但并不是赋予他们完全的优先权而不顾及其他的结果）”。17弱结果主义与这种方法是一致的。在评估决策和社会地位时，弱结果主义论者可能会更愿意赋予非结果主义提倡的考虑因素更多的权重。

坚信责任与权利的一些义务论者将会反对任何形式的结果主义。例如，他们会相信惩罚才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惩罚的结果从来就与其适宜程度无关。我列出的有些案例对于那些相信结果根本就不重要的义务论者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然而，在我看来弱结果主义似乎与任何学派都毫无关联，并且对不同的人们都有着足够的吸引力，这使得道德启发式在这些案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这一观点变得可信起来。对于那些反对弱结果主义的人来说，从他们自身的观点来看，询问道德和法律中的某些规则是否反映了有时会导致严重错误的那些启发式是富有成效的。

进化与规则功利主义

在继续分析之前，先做两项说明。第一，有些道德启发式可能具有一定的进化基础。18我们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对乱伦或同类相食等问题产生的自发的道德上的厌恶进行解释，即使高明的实验或生活中有不支持这种厌恶的情形。在乱伦案例中，问题更为直接：来自进化视角的自发厌恶要比对环境进行的更为精细的评估有用得多。19事实上，进化论能为我所指出的大多数启发式提供支持。当某人承认自己的有害行为时，进化压力可能已经向其灌输了强烈的愤怒情绪，以及相应的反应倾向。作为对错误行为的回应，愤怒启发式可能比任何一种结果主义演算都要好，无论它是弱还是强。当然，很多道德承诺并不是进化的产物，但却是社会习得甚至是级联效应的产物；20相关社会中的个人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种普遍信念的影响，即篡改大自然是种错误行为，进化压力根本不需要发挥任何作用。

第二，与之相关的是，一些甚至大多数道德启发式都是由规则功利主义者或规则结果主义者来捍卫的。21原因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道德启发式虽然简单但却非常有效，并且如果人们试图对相关的道德问题做更详细的评估，可能只会犯更多的道德错误，尤其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与复杂又细致的道德规则相比，简单且有些粗糙的道德规则可能会导致不常发生也不太严重的道德错误。与可得性启发式相比，通常运用道德启发式会产生更快速且非常准确的判断，反而那些试图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的人会犯更多的错误，并且会在这个过程中浪费更多的时间。如果人类应用“简单的启发式作为起点”，那么他们也会采用“简单的启发式让自己变得更好”。22我将列举一些与道德启发式相关的案例。对我而言，这些案例中包含着很多法律和政策层面的严重错误，但我也不会说没有这些案例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相反，从道德角度看，与其他可能的选择相比，这些启发式可能会产生更好的结果。我将在下文中对其他可能的选择进行讨论。

道德框架

在有关启发式的著述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著名的行为经济学经典案例的情境中发现了“道德框架”。23框架效应与启发式无关，但因为它们对道德直觉的合理性提出了一个显著问题，所以可以说它们也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背景。这是问题的第一部分：

想象一下，美国正在为应对一种罕见的地区疾病做准备。这种疾病预计会导致600人死亡。为此相关人员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抗击该疾病的方案。假设准确的科学预测结果如下：

方案A：将有200人获救。

方案B：600人全部获救的概率只有1/3，而无人生还的概率是2/3。

那么两个方案之中，你觉得哪个更好？

此时大部分人会选择方案A。

然而，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该问题的第二部分。相关情境还是如上文所述，但不同的是对可选方案的描述进行了调整：

方案C：400人会丧生。

方案D：无人死亡的概率是1/3，而600人全部死亡的概率是2/3。

此时大部分人就会选择D。但是，只要经过片刻思考，便会发现方案A和方案C是一样的，方案B和方案D也是一样的，这些只是对相同方案的不同表述而已。很显然，人们对于适宜方案的道德判断取决于结果中是用“生还”还是“丧生”来进行描述的。该如何对这种差异进行解释呢？最明智的回答或许是，人类普遍对于损失持厌恶态度（损失厌恶已得到认知发现的证实）。24无论是自私的冒险主义还是基本的道德判断，损失厌恶都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对获得还是损失的判定则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基准线。单纯的语义重构就能够改变基线，而道德直觉也会随之改变（很多案例都与公平有关）。25

这一发现通常被用来说明理性的标准问题。但有人认为受试者对发言人选择的框架所传递或“泄露”的信息做出了理性反应。26当然，发言人的选择也会传递出其所期望得到的答案的线索。该案例中的一些对象便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线索。然而，即使人们一般会考虑发言人传递的线索，其主张还是会与框架对于道德直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主张相一致。27这也是我在此一直强调的。

道德框架已经在对后代履行义务的重要情境下得到了证实。28这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层面的问题。29至少可以说，对于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来说，适当的贴现率并不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考虑的问题。因此他们的判断很容易受到不同框架的影响。经济学家莫琳·克罗珀（Maureen Cropper）等人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后指出，人们对于当下救人一命或100年内挽救45条生命持同样漠然的态度。30这是通过询问人们是否愿意参与一个现在就能挽救100条生命的项目，或从现在开始的100年内拯救更多生命的项目后得出的结论。然而，人们的回答是基于他们不确定未来人类是否会长生不老（也许技术进步会拯救他们），并且同一问题在不同框架下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31例如，大多数人都认为明年因污染而导致的1例死亡与一个世纪后因污染而导致的1例死亡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糟糕”。这一发现没有显示出对当前一代的偏好。最直接的结论就是，在该对后代负有哪些义务这个问题上，人们的道德判断确实是框架效应的产物。32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这个问题，即政府是否应该不仅要考虑挽救生命的数量，还应该考虑通过监管的介入所拯救的“寿命”的长度？如果政府的关注点在寿命上，与救助中年人的方案相比，救助儿童的方案就应获得更多的关注。这就是不道德的吗？人们的直觉取决于问题被归于哪个框架之中。33可以预见的是，人们都会拒绝这种将老年人的价值看得低于年轻人的做法。但是，如果人们被问及，是愿意选择可以挽救105个老年人的政策还是挽救100个年轻人的政策时，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他们给出的建议是，更愿意对处于危险境地的生命年限给予更多的关注。

至少可以说，对于人们不熟悉的道德、政治和法律问题，框架确实对他们的直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将特定的结果认定为现状的损失是非常有效的做法；在这样的框架下，道德关怀就会得到显著提升。也正因如此，政客们经常会将一个或另一个提案称为某些社会进步的“倒转时钟”。这里的问题在于，对于很多社会变迁来说，框架并不反映社会现实，而只是一种口头操作而已。

道德启发式与法律及政策的关系

我最重要的兴趣点在于道德启发式与法律及政策问题之间的关系。我将相关的启发式分为4类：与道德和风险规制相关的启发式；与惩罚相关的启发式；与“扮演上帝”相关，特别是与繁衍和性相关的启发式；与区分作为或不作为相关的启发式。这样的分类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全面性的。

与道德和风险规制相关的启发式

成本—收益分析

一家汽车公司正在对是否为其生产的汽车设置特定的安全预防措施进行决策。公司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他们没有理由设置特定的预防措施，原因在于他们需要为此支付1亿美元的费用但只能挽救4个人的生命，而该公司对换救一条生命的预算“上限”是1千万美金（顺便说一下，该上限比美国环保局的标准还要高一点）。普通人对这样的决定会作何反应呢？答案一定是他们并不喜欢这个决定。34实际上，人们都倾向于主张对那些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将死亡风险强加于个人的公司实施惩罚，即使这类结果对人命的估值更高。

相反，人们更倾向于主张对那些将风险施于个人，但不进行与生命损失、费用度量，以及将两者进行对价相关的风险分析的公司实行不太严苛的惩罚。35令人奇怪的是，如果公司行为是基于充分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那么就无须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同时，这样的分析甚至还可以让公司免于不作为的起诉。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人们的道德评价基础，并在实际的陪审团决策中被不断重复？36

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当人们不赞同用金钱来对价生命并进行交易时，他们一般会从一组非常重要甚至非常有用的道德准则中进行归纳，虽然这些准则有时会不起作用。请考虑以下道德准则：非故意致人死亡。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并不会参与最终会导致一些人死亡的活动。如果你正在做运动或在院子里工作，倘若你坚信自己的行为会杀死其他人，那么一定不会继续这样的行为。援引之前的想法，公司在充分意识到死亡会发生后并不采取改善安全的防御措施，人们不赞同公司的这种做法。相反，当公司相信风险确实存在，但因特定的原因并不知道死亡会不会发生，且也没有采取提高安全性的防御措施，人们对这样的做法也是不赞同的。人们反对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后仍实施有风险的行为，部分原因可能是特定的分析会将预计死亡人数完全“暴露于眼前”。37

没有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却意识到风险存在的那些公司，并没有使自己或他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死亡。最重要的是，人们不赞同故意造成死亡的公司行为。这里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冷酷的启发式”：那些明明知道其行为会导致死亡却依然我行我素的人，会被看作“冷酷”的怪物。38按照这种观点，对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批评应被归于系统1，属于跟小矮人的直接对话：“如果公司为了减少风险而在每条生命上花费了610万美元，那么我们应该原谅公司或公共机构将我们置于危险境地的行为吗？”39

需要注意的是，将概率归于一种确定性或将确定性归于一种概率都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我所说的都是正确的，则再度建构可能会有更大的效果。让我们来考虑两种情形：

A公司：知道其产品将导致10人死亡。公司在知道的情况下将该产品卖给了1千万个消费者。消除该风险的成本是1亿美元。

B公司：知道其产品致死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他们的产品被1千万消费者使用。消除该风险的成本是1亿美元。

我并没有真的去搜集相关数据，但我预测：即使两个情形没有什么本质区别，A公司还是会受到比B公司更严厉的惩罚。

对于那些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人类死亡但仍然坚持实施该行为的公司，人们会对它们施以道德上的谴责，我认为道德启发式在这一过程中确实起了作用。道德启发式确实有颇多益处。但问题在于，人们并不是从不接受公司明知存在风险却仍然实施可致人死亡的行为的情况。至少在死亡人数相对较少或死亡是有益的活动产生的意外结果时，人们就会接受。政府知道一定会有人在高速公路上丧命，但仍允许修建新的高速公路；政府知道有些人会因火力发电厂造成的污染而丧命，但仍会批准建立；烟草公司生产烟草制品，若政府不实施禁烟令，成千上万的人会因此死亡；酒的销售也是同理。当然，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为了降低风险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合理的。然而，这一主张并不支持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看法，即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在可以预见某种行为会导致死亡的情况下仍实施该行为。

这里存在一种互补的可能性，包括事前和事后视角之间的混淆。如果在每一辆车上支出50美元便可以避免1人死亡，人们可能会变得非常愤怒，也将同意实施惩罚。他们没有察觉或考虑到一个可轻易在事前察觉到的事实，即对于没有发生意外的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来说，在每辆车上支出50美元是白白浪费的。事前视角更好的这种观点也并不是很明确的。但是，如果事后视角让人们忽略了权衡，那么有些事情确实会变得非常糟糕。

我相信，原则上我们无法证实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成本—收益权衡的反感。但是，此时“我头脑中的小矮人仍然在上蹿下跳地对我大喊”：用金钱来换取已知会发生的死亡，在道德上是让人无法接受的。我要指出的是小矮人之声并不具有反馈作用，而是系统1的产物，是一种不成熟但非常坚韧的道德启发式。

排放权交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那些制定并实施了环境法的国家都已经尝试性地建立了“排放权交易”体系。40在这些体系中，污染企业通常可以得到一个可排放一定数量污染物的许可，并且可以将这种许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好处在于，如果体系可以起作用，政府就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确保减排。

排放权交易是不道德的吗？许多人坚信这是不道德的（见第3章）。例如，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坚称，排放权交易“破坏了我们正在试图培养的环境伦理”。41桑德尔还主张：“将污染转换成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会导致与之密切相关的道德耻辱感的错位。只有公司或国家因向空气中排放过量的污染物而遭到处罚，群体才会判定污染者做了错事。而收费让污染成了进行商业活动的另一种成本，就像工资、福利或租金一样。”

同样，桑德尔也反对为搭载了拒绝付费的乘客的司机开通拼车渠道的提议。与上文提到的环境问题一样，只要购买了某项特权付费就可以做违背道德的事情似乎是无法为人所接受的。

我认为，就像针对排放权交易项目的其他批评一样，桑德尔使用的方式正是道德启发式。事实上，他也被自己心中的小矮人给愚弄了。他的启发式是不应该允许人们有偿实施违背道德的行为。就算你想为拥有攻击别人的权利而付费，这也是不被允许的；强奸、盗窃或殴打等行为都不存在交易许可。原因在于这些错误行为的适宜等级为零，执法资源非常有限，即使是无限的，人们会希望消除而不仅仅是减少这些形式的非法行为。然而，污染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至少，某些程度的污染是有益的社会活动和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意外结果，如汽车和发电厂。

从道德意义上来看，那些违反法律或与有益活动不相干的一些特定的污染行为是错误的，但不能说污染本身就是这样。当桑德尔反对排放权交易时，他实际上是将污染交易等同于一种犯罪，这是对那些在其他语境下才发挥作用的道德直觉过于笼统的概括。排放权交易并没有什么道德层面的问题。道德启发式引起了针对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持续反对。

不幸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反对意见是十分令人信服的，以至于只能推迟或减少使用在很多情况下都算得上是最佳的减排方式。这就是一个道德启发式导致高成本且毫无收益的政治错误的案例。

背叛

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并不喜欢背叛。对信任的背叛很可能会引起极大的愤慨。与那些未被寄予信任的人相比，一位保姆忽略了婴儿或者一位保安偷了雇主的物品等行为可能会招来更大的愤怒。到目前为止，似乎一切尚好。与不被信任的人相比，相同的行为如果由信任的人做出，其造成的伤害会更严重。与其他同等程度的犯罪相比，人们往往更乐意对背叛施以更严厉的惩罚。42

也许这种差异性可以通过这一理念进行解释，即对信任的背叛是一种独立的伤害，需要对其施以更强的威慑和惩戒。因为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再建立。一个家庭如果被其保姆盗窃，可能要比被其他的贼盗窃造成的伤害更大。信任关系的破裂会使金钱的损失变得更为复杂且不被重视。破裂的结果可能会变得更为严重。这样的家庭还会完全接受保姆这个身份吗？配偶的不忠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但是如果不忠行为的对象是你最好的朋友，结果会更糟糕。原因在于这种不忠事件会让你在未来很难与朋友建立信任关系。

我们可以试着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背叛行为会产生特殊的道德耻辱感，并且在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加重惩罚。但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更难解释的研究结果：人们最不愿意承担产品（如安全气囊）带来的死亡风险，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是用来保障生命安全的时候。43同时，人们也不乐于承担“背叛风险”，所以宁愿去冒更大的风险，也不愿意卷入背叛之中。相关的研究涉及了上述两种主要情况。首先，受试者被要求在两款价格一样的汽车（汽车A和汽车B）之间做选择。撞击试验的结果表明，在人们驾驶汽车A（配备安全气囊A）的时候，驾驶员会有2%的概率因撞击而死亡。而在汽车B中，这一概率为1%，但同时，安全气囊弹出也会导致0.01%的致死率。相似的研究还涉及疫苗和烟雾报警器。

研究结果表明，有超过2/3的受试者选择了存在更高风险的安全选项，因为他们觉得更低风险的选项存在“背叛风险”。控制实验表明，人们不会对看到的数字感到困惑：当他们要在2%的致死率和1.01%的致死率之间进行选择时，只要背叛感没有袭来，人们都会选择1.01%这一概率。换句话说，人们对背叛的厌恶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宁愿去承受由自己的主观原因带来的高风险，也不愿意去承受由那些被人们认为可以提高安全性的装置所带来的风险。“很显然，人们愿意承受旨在避免出现的伤害的事物所带来的更高风险，来避免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背叛的出现。”44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看起来在心理上无法忍受背叛风险，因此他们可以接受车祸、火灾、疾病的致死率提高一倍，也无法容忍任何一丁点儿出现安全装置背叛的可能性”。45

如何来解释人们这种看起来很奇特且又具有自我毁灭性的情感偏向呢？我认为是一种启发式在作祟：惩罚、没有回馈、背叛信任。通常情况下，启发式都会正常运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失灵，如当设计这些启发式的人最后却增加了他们自身要面临的风险时。安全气囊既不是保安也不是保姆，同时还让本想通过安全气囊来保护自己的人面临风险。安全气囊是一种产品，人们选择安全气囊只是为了降低综合性风险。总的来说，如果安全气囊能使人们的生命更加安全，即使存在极低的会带来风险的概率（如果不使用安全气囊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也应该使用。人们不愿意置身背叛的风险之中，尤其是当涉及会使他们的死亡风险升高的产品时，这与琳达案例中代表性启发式的使用具有道德上的相似性。虽然这两种情况都源自经验法则，但都导致了系统性的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对于背叛风险的特殊厌恶感也许看上去并不是一种道德启发式，而是一种尝试。在选择产品时，人们并没有进行纯粹的道德评价；只是他们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物品的过程恰巧是一种道德评价而已，其中如果涉及了道德评价的话，那也仅仅是属于他们最喜欢的物品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就有必要设计一个纯粹的道德评价实验，实验中所提出的问题不涉及受试者本人的生命安全，而是他人的。例如，当人们为自己的朋友或家人购买安全装置时，还会对这种背叛风险产生反感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实验的结果基本上与上文中的结果一致。

相关实验证实了我们的猜想。46在决定是否要给孩子注射疫苗时，人们体现出了一种“忽略偏差”（omission bias）。与患病的风险相比，很多人对疫苗的风险更加敏感，以至于他们会把孩子置身于“大自然”的更高风险中，而不是选择接种疫苗。在下文论述中，我们会对“忽略偏差”与“相信自然，反感扮演上帝”之间的相关性做更进一步的阐述。我认为，“忽略偏差”是人们对背叛抱有特殊的反感情绪的准确定义，它导致人们在进行疫苗评价时出现了道德上的错误，毫无疑问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而这些错误恰恰提高了他们的孩子将要面对的死亡风险。

与惩罚相关的启发式

无意义的惩罚

在惩罚的情况下，道德直觉有时与惩罚带来的结果并没有什么相关性，这有可能是道德启发式恰好在发挥作用。47例如，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公司参与了一起违法事件，人们想要像惩罚个人一样来惩罚这个公司。48对于公司的严重惩罚并不会“伤害”到公司里违法犯罪的人，而会导致降薪、涨价或裁员，人们不太可能会去探究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惩罚判断根植于一种简单的启发式，即惩罚应该是对暴行的适当回应。我们已经看到，在思索有关惩罚的问题时，人们会使用“愤怒启发式”。49从这种启发式来看，人们的惩罚判断是愤怒的产物。这一启发式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产生合理的结果，但在一些情况下，它会导致系统性错误，至少在我们想接受弱结果主义时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有趣的研究：在涉及疫苗和口服避孕药存在危害的案例中，人们是如何进行处罚判断的。50在一个案例中，受试者被告知，更严厉的处罚将会促使公司更努力地生产更具安全性的产品。在对照案例中，受试者被告知，更严厉的处罚将会使公司倾向于停产，那么不安全的产品将继续在市场中流通。包括一个陪审团在内的大多数受试者，针对两个不同的案例给出了相同的处罚。“大多数的调查对象看起来并没有注意到利益机制”。51在另一项调查研究中，人们对承诺生产出更具安全性的产品的公司的处罚判断与因处罚将会是保密的并且由保险公司承担（也就是说保险金额不会上涨）而不会受到影响的公司相同。52这里也是一样，惩罚的结果并没有影响大多数受试者的判断。

另一个惩罚判断测试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测试中，包括陪审团和立法者在内的受试者被要求为倾倒有害废物这一行为选择一个合适的处罚力度。53在一个测试中，处罚会让公司更努力地避免产生废物，而在另一个测试中，处罚的结果将会导致公司停止生产有益的产品。在这两次测试中，大多数受试者主张的对公司采取的惩罚措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值得关注的是，人们更倾向于让这个公司自行清理产生的废物，即使这些废物并没有对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也不愿意花同样多的钱清理另一家已停产的公司产生的更具危险性的废物。

人们的这种偏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为什么一家公司会被要求采取一种成本相同但收益却更少的方案呢？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人们是在启发式的影响下做出的判断，启动惩罚机制时有情绪（如暴怒）的成分在里边，他们心中想要的惩罚结果完全不是基于结果论考量的。当然，作为一个基本规则，我们有理由认为惩罚是对暴行的适当回应；功利主义者接受这一观点，把它视为第一近似值，而主张惩罚主义的人则会坚持这一观点。但是，如果无论结果是否可以使人类更安全、更健康，我们都要采纳这一原则的话，这看起来未免就太过死板了。而当弱结果主义者不否认惩罚主义时，必将会对这种过度的死板进行谴责。那些支持适当惩罚的人，自然也是对这一原则嗤之以鼻的。但是，更值得他们去思考的是被启发式欺骗的可能性，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是因为自己内心存在着那个小矮人的声音。

检测概率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惩罚领域的几个相关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看，在对不当行为实施惩罚时，政府的目标是确保最优威慑。54为了提高威慑力，法律会提高惩罚的力度或提高实施惩罚的可能性。缺少充足执法资源的政府也许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鉴于很多人会试图完全逃避惩罚，这么做会产生正面的威慑“信号”。而如果政府有充足的执法资源，那么也许会采取力度比较低的惩罚措施，但一定会严格依法处理所有或大部分的违法者。这些针对违法行为实施惩罚的观点引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这些惩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弥补执行力上的欠缺。如果受到伤害的人能100%得到赔偿，那么惩罚性赔偿就显得没有必要了；但如果受到伤害的人只有50%的可能性得到赔偿，那么提起诉讼的一方就应该收到赔偿金两倍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这一简单的数学题将能确保产生最优威慑。

但我们还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即人们是否会接受这一条件，如果不接受，那么不接受的原因是什么？此时，让我们暂且把公众是否应该接受的问题放在一边。研究表明，人们拒绝最优威慑手段，并且他们不认为检测概率和惩罚具有相关性，原因在于他们的愤怒启发式起了作用。我参与了两个旨在阐明这一问题的相关实验。55在第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向受试者展示了需要进行惩罚性赔偿的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同时还向这些受试者提供了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的详细信息。不同的受试者看到的是相同的案例，但有一点不同：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有很大的差异。之后，受试者被要求说出他们心中合理的惩罚赔偿金额。这一实验的目的是测试在被发现的概率很低时，受试者会不会提出一个更高的处罚措施。在第二个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对一些审判和行政裁决进行评估，这些决定认为，当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很高时应该降低惩罚力度，而当这一概率很低时则应该提高惩罚力度。受试者需要回答是否赞成根据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的高低来采取不同的惩罚力度。

实验结论简单明了。第一个实验的结果表明，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的不同不会对惩罚性赔偿产生影响，即使当人们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被发现的概率上时，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差异。第二个实验发现，绝大部分的受试者都对审判决定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当被发现的概率很高时，不应该降低惩罚标准；同样的，当被发现的概率很低时，也不应该提高惩罚。换句话说，人们并不赞成根据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来划分惩罚等级，人们真正关心的是违法的程度和正确的道德义愤程度，而不是最优威慑手段。

的确，很多人在原则上可以接受惩罚主义却无法接受对惩罚进行的功利主义解释。这样的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基本上都会认为道德直觉的正确性基本上是被人描述出来的，真正重要的是被告人到底做了什么，而不是其行为是否会被发现。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弱结果论，就会发现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不当行为的总体程度和惩罚等级无关。我们不想忽视这个事实，即如果一个法律体系拒绝对难以察觉的违法行为实施强化的惩罚措施，那么势必会招致更多的违法行为。人们不愿意考虑被发现的概率这一因素的现象，证明了道德启发式在发挥作用，而这会导致真正的错误。由于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极具争议性，因此我无法证明这一观点，但是那些拒绝考虑被发现的概率这一因素的人应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受到了系统1的支配。

与繁衍和性相关的启发式

繁衍和性是研究道德启发式运行机制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克隆人这个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此持反对意见并且认为克隆人的研究应该被禁止。尽管人们对此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其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很有必要对生殖性克隆和非生殖性克隆的概念进行区分：生殖性克隆的目的主要是“繁衍”后代，而非生殖性克隆的目的是生产细胞以供治疗使用。那么这两种情况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是否有区别呢？在任何研究中，我们都需要先出于道德考量就其范围进行定义。我们是否担心通过克隆而降生的后代会对他们的父母怀恨在心？如果我们担心的话，原因是什么？我们是否会担心通过克隆而降生的后代会经受某种特殊的心理伤害？我们是否会担忧他们会有某种很严重的生理问题？

在一个关于新繁殖技术的极具影响力的讨论中，对于克隆这一首要议题，伦理学家莱昂·卡斯（Leon Kass）在“厌恶的智慧”56中提到：

人们总是把很多和克隆相关的事物拒之门外，他们对人类大规模克隆繁殖的前景有畏缩心理：在大批面容一样的克隆人中，个体的独立性被破坏，父子、母女双胞胎概念出现；还会出现女性生育和抚养自己、配偶甚至是已故父母的基因副本这样的怪诞之事；如果有一个孩子不幸夭折，人们便会荒诞地选择再生一个孩子作为其替代品；在利益的驱使下，复制一个人的基因来制造胚胎，并在有需要的时候进行冷冻或培育，以保障异体组织或器官移植的使用；想克隆自己的人通常都很自恋，另外一些人通常又很傲慢，这些人认为自己知道哪些人理应被克隆，知道哪种基因类型的胚胎可以被培育出来；弗兰肯斯坦（一个创造了怪物并被其毁灭的医学研究者）傲慢且自大，他创造了生命，并渴望控制其命运；人类在扮演上帝……我们之所以会排斥克隆人，并不是因为陌生或新奇，而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们凭借直觉和感受就能立刻确定，我们最珍视的东西将会遭到破坏。那些忘记了颤抖是何种感受的灵魂始终是肤浅的。57

卡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对克隆人的强烈反感也许是出于合理关切，而我对于克隆人在伦理上是否有可辩论性持怀疑态度。但我想指出的是，道德启发式和系统1可以支撑卡斯“我们凭借直觉和感受就能立刻确定”的这一说法，卡斯整理出的那些所谓的错误，在我看来是启发式在发挥作用的特殊案例。这种情况下的实用性操作并没有促进对可能性的判断，而是唤起了道德层面上的可疑行为。例如，“在大批面容一样的克隆人中，个体的独立性被破坏了”。代表性启发式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如“弗兰肯斯坦傲慢且自大，他创造了生命，并渴望控制其命运”。但我相信，卡斯用这样的话完美地诠释了认知过程：“人类在扮演上帝。”

我们很可能会认为，在这里“不再去扮演上帝”是常见的启发式，不同社会对这一类别有着不同的规定，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会发生重大变化。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讨论的那样，相关启发式在道德和事实判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要干预大自然。这种启发式影响了很多道德判断，尽管个体和社会都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干预（如体外受精）。这种反干预启发式帮助我们解释了很多与风险相关的判断，如“人类的干预似乎放大了对于食品安全和污染问题的判断”，尽管“世界上，更多人死于自然因素，而非人为因素”。58研究表明，人们高估了杀虫剂的致癌风险，却低估了来自大自然的致癌物风险。59人们总是认为跟自然有关的东西就意味着安全，以至于更喜欢天然的水，而排斥经过处理的水，即使两者的化学分子式其实是一样的。60

在涉及转基因食品时，反对干预自然的这一道德禁令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针对转基因食品所设立的法律法规有时其实是由人们心中的道德启发式所驱使的，而不是经过系统2慎重考虑的结果。对于基因工程而言，尽管能证明其存在风险的证据微乎其微，反干预启发式仍左右着人们的判断。61事实上，尽管自然添加剂与人工添加剂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对消费者的危害很小甚至没有，很多公司还是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产品打上“纯天然”的标签。62在繁衍和性方面亦是如此，但之所以普遍存在反对之声，是因为这种行为是“反自然”的。但就性方面而言，很难去界定什么样的才是“自然的”。并且难道自然的就是好的吗？在克隆问题上有一种特殊的启发式机制在发挥作用：不要干预人类繁衍的自然过程。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启发式是否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但我们很清楚它会失效。

道德和性的交叉问题为道德启发式的使用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这些启发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有可能会发生，那时人们往往会听到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这太让人反感了！”这里的任何案例都会显得颇具争议性，但还是要回到伦理禁忌上来。人们总是会很容易想象得到近亲通婚的关系，即使这种关系不应受到社会谴责，但与社会规范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违反了法律。63对伦理禁忌的最佳辩护一般涉及胁迫、心理伤害，并且近亲通婚后代存在一定的风险。

这种说法也许是合理的，即我们阻止这些伤害的最好办法就是严禁乱伦。这种办法虽然过于简单粗暴，但是易于实施。这种“一刀切”的禁令可能有自身的进化起源；也许它包含着很强的规则功利主义因素。我们不希望家庭成员询问在个案中乱伦是不是合理的，即使我们的潜在担忧仅限于胁迫和心理伤害。然而，只要存在这样的辩护，禁忌作为一种道德启发式的特性就暴露出来了。回想一下道德失声的现象，在这种道德判断下，人们能“感觉”到但是不能争辩；在性和繁衍的问题上，很多禁忌话题都可以用类似的术语来加以解读。64

与作为和不作为相关的启发式

人们已经就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区别是否及为什么会对道德、法律和政策产生影响进行了很多讨论。例如，在一个案例中，患者可能会请求医生不再为其提供延续生命的设备，那么患者的死亡是肯定的。在另一个案例中，患者可能会让医生为其注射一种能立即结束其生命的药物。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道德直觉，即不再为患者提供延续生命的设备的决定，甚至将这样的设备撤掉，都是能够被接受的并且是合法的。但是，注射致死药物在道德上就是令人憎恶的。实际上，美国的宪法也准确地反映出了这种判断：人拥有将维持其生命的设备撤掉的宪法权利，但他们没有在医生协助下自杀的宪法权利。65但是，两者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呢？

有必要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更为复杂和困难的道德问题的评估过程中，可以将区分作为与不作为视为一种启发式。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一般情况下，有害的作为要比有害的不作为糟糕得多。因为前者既包括了做出恶行的人的思想，又包含了恶行可能导致的结果。一个杀人犯比一个拒绝帮助溺水的人的旁观者更恶毒。因为杀人犯希望被害人死，而旁观者却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无论是在做出恶行的人的想法中，还是在恶行导致的结果中，有害的作为并不总是比有害的不作为更糟糕。

当生活或是一位聪明的对话者提出一个作为与不作为在道德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的案例时，道德难题便出现了。然而，道德直觉（及小矮人）会强烈地抗议道：“他们一定是有区别的！”例如，我们在前文中讨论过的疫苗接种问题。很多人身上都显现出了忽略偏差，即比起统计意义上更可取的行为，他们更愿意选择不作为。66此时，一种通常明智的启发式——倾向于不作为而不是采取行动，似乎会产生道德错误。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道德直觉通常反映的是合理规则的过分抽象化，但它在特定的情况下却是失效的。这些规则谴责某种行为，但又允许不作为。从相关要素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的不同貌似是合理的，但是在某些疑难案例中，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对撤掉维持生命的设备的持续接纳或对安乐死的持续怀疑，都是上述观点的证明。两者在道德意义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别让不同变得显而易见，甚至在非真实的情况下也依然清晰。

离奇案例的道德判断与反思均衡

这些案例中的一部分案例看起来要比其他案例更具争议性。但是总体来看，它们似乎都让我对处理道德和政治上模棱两可的问题的广泛工作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因为这些工作是通过试图揭露离奇案例（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或很少出现）的道德直觉来进行的。只因为是挽救20个无辜之人的唯一方法，就去射杀另一个无辜的人吗？67一个女人意外地将清洗液倒入了咖啡中，而想让她死去的丈夫没有将解毒药给她，该如何对这个案例进行恰当的道德评价呢？68如果火星人到达地球并告诉你，除非你去虐待一名儿童，否则他们就会摧毁整个世界，那么你会去虐待一名儿童吗？将一个人推到铁轨上杀掉与将火车铁轨移向那个人的方向使火车撞死他，这两者有什么分别呢？

我坚信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道德直觉一般会起作用，但是当它们因为道德和法律分析的目的而脱离熟悉的情境时，其可靠性就不是很明确了。考虑以下规则：不要去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这么做是为了拯救其他人（在这里我不考虑自卫和战争的情况）。在所有相似的情形中，如果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直觉，那么社会很可能会发展得更好，只不过是因为关于必然性的判断很可能是不可靠和自私的。但是，在假定的案例中，当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是拯救另外20个无辜的人的必要行为时，我们的直觉可能就会变得模糊和受到质疑。并且，如果我们关于假定案例的直觉非常坚定（永远不要杀死无辜者），它们可能又会变得值得我们如此坚持。简单原因就是，它们已经脱离了使其具有意义的现实环境。

离奇案例的使用之所以受到辩护，并不是因为它们一定是正确的，而是作为一种诱导我们使用道德判断架构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将原因和原则剔除”，这是我们的反应基础。69但是，如果那些反应是不可靠的（信息不全和没有反思性除外），它们就无法帮助我们明确道德判断的架构。对于剔除支撑我们的反应的原因和原则来说，离奇的案例可能就是无益的。

简而言之，我相信，一些基于离奇的道德性难题的哲学分析，无意中甚至有些滑稽地重复了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早期理念：一般情况下非常敏感的直觉却最终失效了。讽刺的是，当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想要设计出能够示范这种失效的场景时，一些哲学家又推出了离奇案例，他们认为直觉好像是可靠的，并且应当成为构成坚实的道德判断大厦的基石。对启发式运行模式的理解，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直觉的可靠性，即便有时这些直觉是非常坚定的。

目前，可能的情况是，人们希望坚信自己的潜在直觉。社会生活大部分情况下是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因为大部分将启发式看作道德规范的人都相信无辜之人是不应该被杀害的。如果启发式被当作一种普遍且独立的规则，那么有些错误就可能会发生，但是仅仅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当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看似很充分但实际上并不是时，接受这些规则的人可能会要求自己不要偏离它。换句话说，虽然严格的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失效，但它可能还是比更为精细的分析要好一些，原因在于更为精细的分析在实践中更容易失效。从各方面来看，那些相信不管怎样都应该说真话的人比那些认为只在具体情况和在进行各种有利判断的基础上才应该说真话的人要做得好得多。

在道德启发式以常规形式运行的范围内，它可能会得到这样的辩护，即所有常规形式都比其他的可选方案更好，即使在可以想象的各种情形中会出现很多错误。我已经注意到，道德启发式可能表现出一种在大多数现实世界中都会有效的“生态理性”；回想一下人类依靠可以让生活变得美好的简单启发式生存的可能性。我并不是说与那些合理的可选方案相比，以最教条的形式存在的道德启发式更糟糕。要想在抽象意义上解决该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只是主张，这样的启发式会导致真正的错误和严重的误解。针对该问题，大量的实验性工作仍有待开展，因为现有的研究也仅是触及其表面而已。

在哲学体系中，有大量关于直觉在道德争论中的作用的文献，其中大部分的文献都将焦点集中在寻求反思均衡方面的作用上。70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富有影响力的表述中，人们在进行正义判断时，首先应确保自己在一般性问题的所有层面上的信念能保持原则一致性。71罗尔斯强调，在探索反思均衡的过程中，所有的信念在原则上都是可以被修正的。但他同时也强调，部分关于特定情境或更具一般性的信念，在我们看来是固化的。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确实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将对道德启发式的理解作为挑战反思均衡的基础是很诱人的，但我并不相信这里所说的内容可以支撑这种挑战。回过头来再看罗尔斯的表述，我们的所有直觉在潜在意义上都是可以被修正的，包括那些我们异常坚信的直觉。

我在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道德启发式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我们的一些坚定信念可能都是源于道德启发式。我们在试图达到反思均衡时应该意识到这个事实。当然，一些根植于道德启发式的信念，在反思之后可能会变得正确，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信念并不会出现在机械地运用启发式的人身上。我只是认为，看似最为坚定或最不易改写的判断，可能都是过度抽象的直觉的产物。这些直觉时常有效，但偶尔也会失效。

如果说道德领域的示范作用要比事实领域更难，主要是因为在相关情境中我们会对导致事实性错误的原因深信不疑，但却无法对导致道德性错误的原因投上赞同的一票。有关道德要求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以至于我们只能说：一方面它是在启发式的作用下运行的，而另一方面它也有一定的正确之处。我想我已经对以下观点说得够多了。那就是在特定案例中，经验规则导致了根本性的错误。这不仅发生在事实判断领域，还包括道德、政治和司法等领域。


第15章
权利

在政治、道德及法律理论方面，最大型的辩论场莫过于结果论者和义务论者的针锋相对。结果论者认为行为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其产生的结果，因为结果可以被衡量、汇总和排序。我们可以将功利主义看作结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相比之下，义务论者认为即使有些行为带来了好的结果，这些行为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义务论者认为虐待他人或杀人本身就是错误的行为。很多义务论者同样认为不应该把一个人扔到高速列车轨道上，即使这样做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不应该虐待他人，即使这样做会让我们得到很宝贵的情报，从而拯救很多人的生命；无论经过功利主义权衡的结果如何，奴隶制都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并不取决于类似的功利权衡；对于死刑的支持或反对取决于其本质的正确与否，与死刑所带来的结果无关。

义务论者与结果论者的分歧直接给法律和政策的很多方面带来了压力。结果论者认为，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一系列宪法权利必须被全力捍卫，并且要参照其结果进行解释说明，但义务论者对此则持反对态度。结果论者很容易被监管政策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所欺骗，但这种分析方式已经受到了来自广义的义务论基础的巨大冲击和挑战。结果论者崇尚以威慑为基础的惩罚论，并且坚决反对报复主义，而这一点恰好是义务论者所认可的。对于“刑罚”和“惩罚性赔偿判决”，义务论者与结果论者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分歧，这种分歧同样也存在于对合同法和侵权行为的基本原则的理解中。

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义务论者经常会引用一些案例，在相关案例中人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基于自己坚定又敏锐的直觉，也就是“第六感”，而不是去评估其中的结果。1他们认为结果论的对立面是非妥协性的直觉，因此推断结果论是错误的。我在前文中对弱结果论进行了探究，并试图弱化其中存在的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结果论的常见形式似乎总是和人们内心深处的直觉相矛盾，尤其是当人们处在新的或不熟悉的情景中时。2例如，人们总是在直觉上倾向于实施报复行为，他们希望违法者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而相对于惩罚，那些试图说服人们采用结果主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3

针对义务论和结果论两者间的矛盾冲突还存在着大量的哲学层面的研究，而根据这些研究，我们似乎很难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但可以得出一点：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义务论是一种道德上的启发式，而结果同样至关重要。基于此观点，义务论直觉也就成了很普遍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直觉通常会导致一些事物从适当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估中生发出来。例如，对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保护，都是以结果来证明其是否正当的。然而，与此同时，当出现了次优或坏结果时，义务论直觉有时也会产生严重的系统性错误。有人认为义务论应该被视为一种启发式，大量的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结果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研究结果还表明，义务论判断已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无意识的及情绪性的信息处理过程中。4

我的主要观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目前的很多研究结果正在试图瓦解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直觉，并为人们对道德问题的即时且看似坚定的反应提供了新的审视角度。事实上，义务论也许真的是一种道德启发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道德分析上的心理捷径，并且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对此，哲学家亨利·西季威克认为，功利主义对结果的判断不仅仅给现下主流的道德规范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同时也维护了道德规范的行使范围和资格：这也再次解释了常识道德的异常，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些异常看起来都和具有反思性的智慧相去甚远；此外，当前通行的准则并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足够准确的指导，然而与此同时，困难和困惑也在试图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额外引导。总的来说，功利主义方法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这些由常识中存在的模糊不清的本能直觉所产生的连带性困难和困惑。5

西季威克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发现中获利，但他也许会对这样的观点表示赞同：“义务论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情感道德直觉的合理化。”6但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没有证据可以充分表明义务论评价是错误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寻求一下进行这一证明的可能性。

电车难题与天桥困境

大量神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义务论评价起源于道德启发式，而道德启发式通常运行得飞快且能自主进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当然它可能就是正确的），那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义务论评价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定会产生合乎标准的正确结果。这些在自发过程中产生的评价包含了多种情感模式，且通常能为人类的行为提供解释。如果义务论评价是由道德启发式产生的，那么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义务论评价总体上可以顺利运行，但在系统性方式中便会失效。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将两大道德困境中长期存在的哲学争论看作对义务论和结果论的一种测试。7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车难题”。请试想一下现在有一辆行进中的有轨电车，而它的前方有5个人，如果有轨电车继续向前行驶的话，一定会有人因此丧命。现在可以通过扳动扳手将有轨电车引向另一个行驶方向，但这一方向上也有1个人。而牺牲这个人的生命可以拯救另一个方向上的其他5个人，你会怎么做？大多数的人会选择扳动扳手。其次就是“天桥困境”，这个案例的情况与上一个有一点不同：唯一可以拯救那5个人的办法就是从天桥上推1个陌生人下去，让这个人挡在铁轨上来阻止电车继续行驶，也就是说用这个陌生人的生命来换取另外5个人的生命。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不能让这个陌生人死亡。

这两个实验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吗？人们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了大量的哲学研究，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人们心中坚定的直觉一直是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被保护着的。似乎是这些坚定的直觉将上述两种情形区分开了，告诉人们道德需求中的关键所在，同时肩负着一个重要的哲学任务：对直觉的正确性进行解释。

现在让我们抛开这些争论来思考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仅就以直觉为基本原则来说，这两个案例之间并无差别，人们的不同反应只是基于义务论启发式：“不能让无辜的人白白牺牲。”所以人们谴责牺牲陌生人的行为，而不去谴责扳动扳手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们更愿意按照自己的道德启发式来行事，所以人们认为使用武力来谋害陌生人的行为是罪大恶极的，但是当我们试图去找出这两种精心设计的案例有何不同时，就会发现潜在的启发式其实是无效的。因此，包括哲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在竭尽全力捍卫直觉，并让世人知道这两个案例在原则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没有区别的话，那么义务论直觉给“天桥困境”提供了一个启发，并且正在把人们引入错误的方向。我们可以对这一命题进行检验吗？它是否暗示了一些关于义务论的更普遍的层面？

神经系统科学领域的证据

大脑

人类的大脑对于“电车难题”和“天桥困境”问题会作何反应呢？一项极有影响力的研究并没有试图从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道德问题，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情感的参与度呈现出了系统性的多样化”，与“电车难题”相比，大脑中的情感区域在思考“天桥困境”问题时显得更为活跃。8

更值得注意的是，“天桥困境”优先激活了大脑中包括杏仁体在内的情感区域；相反，“电车难题”则主要提高了大脑中的认知控制和工作记忆区域的活跃度。研究人员的发现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可能的结果：人类的大脑可以区分致死的不同诱因，有些诱因引发了人们无意识的情感反应，有的则没有。其他的核磁共振研究也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9

作为与不作为

人们普遍相信有害的作为要比有害的不作为更糟糕；“直觉”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好地对二者进行区分。很多人认为原则上的差异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为了捍卫这一差异所产生的争论也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就人们实际的判断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无意识机制是直觉产生的重要原因，而无意识机制与谨慎、可控是截然相反的。值得关注的是，人类大脑中更快、更自动的区域会认为作为比不作为更糟，而更慢、更谨慎的区域会更关注结果，且没有在二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10

在相关实验中，受试者观看了一系列道德场景，其中就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与“有害作为”相比，“有害不作为”的出现提高了受试者的大脑额叶控制网络的参与度，额叶区域的主要功能是基于一定的目标指导人们的行为。那些在控制网络中展现了高参与度的受试者在回答有关“不作为”的问题时，显示出了他们在对“作为”和“不作为”进行判断时的细微差别。这项研究表明，在更受控或更严谨的过程中“作为”和“不作为”之间没有差异性。更进一步的研究也在试图推翻人们对于“作为”和“不作为”的直觉上的感受。当然，也许在人们的观念中“不作为”似乎没那么令人讨厌。在研究人员看来，存在着“这样一个角色，它的任务就是消除对不作为带来的影响的可控认知”。11这也就意味着，类似这样的认知使得人们并没有发觉“作为”要比“不作为”糟糕得多。

结果就是，人们在可控认知缺位的情况下，会不自觉地忽视“不作为”。人们参与到这种认知中来的目的是克服无意识判断，从而对“不作为”进行谴责。因此，“可控认知并不是要与不作为的影响产生联系，而是要推翻它”12，而且“人们越是认为有害不作为和有害作为没什么区别，就越容易在对不作为进行评价和判断时进行认知控制”13。

社会情感与功利主义

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是大脑中主管社会情感的区域，如同情、羞愧和内疚。14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的人会出现相关情感的缺失等问题，且通常在情感接收上也存在缺陷。研究人员预测，这类患者在面对道德场景时通常会显示出极高概率的功利主义判断，同时又会表现出很强烈的情感反应，如“天桥困境”。研究人员的这种预测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15在回答此类问题时，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受损的受试者在实验中显示出了更大的功利主义倾向。

有人认为，义务论推论是负面情感反应的产物，而上述的研究结果也恰好证实了这一观点。16与之相反的是，结果论推论反映了某种成本—收益的分析方式，这应归因于大脑中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的参与，这一区域主要负责认知功能。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的受损大多会抑制情感影响，并促使人们参与不同行为结果的分析。患有额颞叶痴呆的患者一直深受“情感钝化”的困扰，他们在面对“天桥困境”问题时，会更多地倾向于采取行动。17一份颇具争议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些语境下，有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都是社会道德准则的拥趸。”18

行为证据与义务论

大量的行为证据同样表明，义务论与系统1相关，尤其是和情感相关。

文字或图片

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的目标是测试受试者是否存在视觉或文字方面的认知风格，也就是测试受试者表现出的视觉准确度和文字准确度哪一个更高。19研究人员提出了这样的假设：由于在视觉呈现的过程中人们的情感会更突出，所以那些在文字测试中表现良好的受试者更有可能对事物做出功利主义的判断和评价，而那些在视觉测试中取得良好成绩的受试者则更多地会对事物做出义务论评价。这一假设在后续的测试中得到了验证，那些更具视觉认知风格的受试者倾向于对事物做出义务论评价。

受试者的自述显示，他们的内部表象（即他们看到的东西）预示了其做出的判断和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看到”了具体伤害的受试者会更容易做出倾向于义务论的判断。研究人员认为：“视觉意象在触发无意识情感反应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也就促使了义务论倾向的形成。”20

认知负荷的影响

什么是认知负荷的影响？如果人们被赋予一项任务，这个任务对这些人来说存在认知上的困难，那么可以说这些人对复杂过程没有太多的处理“空间”。那么他们会对一件事做出什么样的道德判断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认知负荷的升高会对结果论（功利主义）道德判断造成干扰，但对义务论评价却没有类似的影响。21这项研究结果也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结果论评价其实是认知层面上的需要，相对而言，义务论评价更容易且都是自发产生的。22

启动系统2

在认知反射测试中，研究人员通过给出一系列的问题来引出答案，这些答案很符合人们的直觉，但却都是错误的。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球拍加一个球，一共1.1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那么球应该是多少钱？答案应该是5美分，但是大多数受试者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受试者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直觉给出一个貌似合理的答案——10美分。认知反射测试的受试者往往是在反射的基础上很快地就给出了答案，但这个答案通常都是错误的。如果人们在参加认知反射测试前参与过其他任务的话，那么他们会对自己的直觉判断事先“做好准备”。接受认知反射测试会对人们的道德判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参加过认知反射测试的人更多地体现出了义务论思维，而且支持功利主义。23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困境：

约翰是一艘军用潜水艇的舰长，这艘潜水艇经常在冰山下方的水域航行。舱内的一次突发性爆炸已经导致舱内的氧气被大量消耗，并造成一名船员因受伤而大量出血。无论采取什么措施，这名受伤的船员最后都会因为受伤而死去。

舱内现存的氧气含量已经不足以供给所有船员安全到达海面上，对于约翰来说，拯救剩下船员的唯一方式就是杀死那名已经受伤的船员，这样一来，舱内将会有足够的氧气来保证其他船员的生命安全。

那么对于约翰来说，杀死那名船员的行为在道德层面上是否可以被接受呢？在众多受试者中，那些事先已经接受过认知反射测试的人更倾向于认为约翰的行为在道德层面上是可以被接受的。24因此在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那些接受过认知反射测试的人在面对社会困境问题时，明显更倾向于支持结果论。

义务论思维

上述的这些证据证实了这样一个命题，即义务论直觉仅仅是启发式而已，它由系统1的无意识操作触发，其基本场景和事实性问题基本上是一致的。人们经常会使用心理捷径或经验法则，这些方式在大多数时候都可以平稳运行，但有时也会导致系统性错误。

为了确定这一观点，神经系统学和心理学都提供了具有指导性的初步证据，但也仅限于这两个领域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跨文化的相关信息来加以佐证。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人在面对道德困境时也会给出相同的反应吗？有义务论倾向的无意识过程仅发生在某些国家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中吗？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国家的人针对实例和判断不自觉地表现出了道德上的不赞同，但别的国家的民众就可以忍受这种判断，甚至是欣然接受？义务论到底在何时何地才显得重要呢？针对这些问题，或许我们无法马上得到答案，也许一些义务论反应是根深蒂固的，有些则不然。

此外，义务论直觉和评价横跨了很多不同的领域，并不能简单地由“电车难题”“天桥困境”及类似的假设问题来概括，如果义务论直觉在解释这些问题时让人困惑或毫无益处，那么义务论也不会因这一事实而宣告失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报应论、言论和宗教自由论、基于对人的尊重而被禁止的奴隶制和酷刑；还有源自公平设想的美国侵权行为法和合同法。我们并没有一套自然形成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理论证据，也没有在道德、政治和司法等诸多问题上形成义务论的思维方式，因为义务论倾向一直都在提议中或是保护之下。也许是系统2，而非系统1负责上述相关问题中的义务论思考，然而我们可以想象，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证据最终将会证实：在很多问题上无意识行为支持广泛问题中的义务论思维。

义务论直觉是错误的吗

即便如此，关于义务论是一种启发式（就我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而言）这种假设还是受到了迅速且猛烈的抨击。事实上，我们在对真相问题进行评估时一直有一个独立的标准。假设人们认为与自杀相比，他杀造成了更多的死亡。事实证明人们的这种受可得性启发式影响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即使酷刑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它仍旧是不道德的，那么这说明我们目前还没有一套明确的正确的独立标准可以证明人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诚然，大量的哲学方面的研究都在试图捍卫一些结果论方面的观点，但义务论者则持反对意见。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并且在细节方面煞费苦心。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可以证明，某些经验法则会产生错误；对于义务论就不能这么说了。义务论判断也许根本就不是一种心理捷径。尽管人们的无意识行为给义务论判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开端，但它们最终应该是一个漫长而成功的过程中的产物。

或者我们假设一种道德直觉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情感导致的，一些或很多义务论直觉都属于这一范畴。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来确信那些直觉是错误的；一些有关世界现状的直觉通常源于人们的恐惧情绪，因此不能说这些直觉是错误的。的确，人们会居安思危，但在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恐惧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情绪会导致人们犯错。事实上，即使一些或许多义务论直觉是受情绪驱使的，也并不意味着这些直觉会失效。

如果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许会赞同这样的说法：义务论思维通常由无意识行为产生，而结果论思维通常是精密计算和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也许是思考道德心理学的正确方式，至少在很多领域是这样，由此产生的对道德心理学的理解对很多法律和政治问题都有解释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法律和政治辩论会以现有的方式进行。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无法得出义务论思维是错误的这一结论。从这方面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在回答某些问题或遇到某些情况时，人们的瞬时直觉反应是正确的，而长时间的思考可能会造成错误。那么我们就没理由相信系统2的准确度总是高于系统1了。尽管义务论判断是无意识的、情绪化的，但也可能会产生正确的结果。

两个新物种：康德人与边沁人

这里有一种可以锐化这一论点的方法。假如我们发现了两个新的人类物种，他们分别为“康德人”和“边沁人”。假设“康德人”远比智人（即现代人类）更加情绪化，而“边沁人”则正好相反。同时假设神经系统科学家发现“康德人”和“边沁人”都有着独特的大脑构造，“康德人”有高度发达的情感系统，但认知系统先天欠发达；相反，“边沁人”则有着高度发达的认知系统，且比智人发达得多。就像他们各自的名称一样，“康德人”在面对道德问题时，更具义务论倾向，而“边沁人”则是完全的结果论主义者。

实验结果使人印象深刻，一些人坚持认为我们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结果论的正确性了。的确，人类学家研究后发现，“边沁人”发表了很多经过精心设计的带有结果论倾向的言论，让人印象深刻；相反，“康德人”却毫无建树。在这些证据面前，我们是否真的有理由相信结果论是正确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结果论的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其证据的强度，而不是新人种的大脑构造。

假设一个打破旧习的“边沁人”撰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主张结果论是错误的，而“康德人”所持有的观点是正确的。难道不需要对这一论点的是非曲直进行调查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应该能发现，即使某种道德信念源于无意识行为，它们也不见得就是正确的。一切都取决于为其辩护的理由。道德信念也许来自系统1，但是“康德人”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这时候“边沁人”就不得不听从于他们了。

道德推理与道德合理化

假设我们赞同近期的各种研究发现所展现的事实，那么“义务论判断往往是由情绪反应引起的”；一个更令人瞩目的说法是，根据现有的证据（而非迫于证据压力）来看，“与其说义务论哲学是道德推理，倒不如说是在道德合理化方面的更大范围的尝试”。25认知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并没有否认直觉系统正确的可能性，而是继续提到：“科学，尤其是神经系统科学，在为我们提供信息方面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这些信息可以促使我们去重新审视自己的道德观和在道德概念方面的认知。”26

这种观点看上去似乎是真实可信的，但是科学的信息到底是如何促使我们去重新审视自己的道德观的呢？最佳答案是，这些信息可以使人们放慢速度，并对自己的即时反应反复推敲。如果你认为自己的道德判断是情绪化行为作用下的瞬时直觉，那么会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可能是错误的，并认为自己的直觉受到了不相关因素的影响。

假设你认为把某个人推到铁轨上的行为很难让人接受，即使这样做可以拯救5个人的性命；再假设你被问到，是否能接受扳动扳手，使一个人穿过活板门掉下去，从而拯救5个人的性命？我们假设你可以接受这种做法。现在让我们再假设你被要求将自己在这两个案例中的判断协调一致。也许你会认为自己无法给出一致的判断，因为在第一个案例中，你和陌生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会让你的道德判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但经过思考之后，你会发现它们之间并不相关。如果你给出的结论和我们刚才所做的假设是一样的，那么你可能是个更倾向于采用结果论思维方式的人。

事实上，我们可以为上述观点找到证据。27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一家大型的制药公司销售一种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为了提高盈利，公司决定大幅度提高药品价格。这种做法可以被接受吗？更多人觉得无法接受。现在让我们再看一个案例：一家大型的制药公司销售一种患者急需的抗癌药品。公司决定把药品的销售权出售给一家小型公司，这一举措能让公司获得巨额的盈利，并且这家大型公司知道那家小型公司在得到药品的销售权后会大幅度提高药品的价格。这种做法可以被接受吗？

很多人觉得可以接受。在一个被试间设计中，人们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人们认为事件所造成的间接伤害远比直接伤害更容易让人接受；但在被试内设计中，人们可以同时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样便没有了差异性。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们同时看到两个案例时，他们会认为对于伤害行为的正确评估不能只依靠直接—间接差异来进行。我们不难想象在人们遇到其他道德困境时，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在面对“电车难题”和“天桥困境”时也是如此。如果系统1和情感过程可以给出一个迅速又直觉性的结论，即要么是道德上的拒绝，要么是道德上的接受，那么当人们同时遇到A和B两个案例时，这一结论的说服力将会减弱，并且会使人们觉得结论与道德因素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人们至少会在思考之后觉得促使得出结论的因素和道德无关。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人们在同一时间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某些他们最初认为的无关紧要的因素是和道德相关的。

同样的过程也许会在直截了当的法律辩论中出现。假设人们直觉上认为惩罚性赔偿是对不法行为最简单也是最好的惩罚手段，而威慑理论看起来则次之，因为威慑理论要么过于复杂，要么基本上是离题的。28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对于适当的惩罚性赔偿判决的判断就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潜在行为被发现和被惩罚的可能性的影响。这是分析最优威慑的关键因素。批判性思维也许会让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威慑力所带来的影响上，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往往会忽视与问题高度相关的因素。的确，批判性思维（至少是持续性思维）也许会让人们认为自己关于“公平”的一些直觉性判断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这样的思考也许会让人们改变自己心中对于政策和法律的初始看法，甚至会让人们认为这种想法根植于启发式。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最后也没能得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结论。我们规定人们会很好地重新审视自己的直觉，并得出一个不同的观点，也许新的观点更加偏向于结果论主义。假设人们确实这样做了。我们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否正确吗？其实没有必要知道。我们可以再次提出上文中的一些问题，人们的即时回答比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回答更准确了。至于道德问题，最终评估必须依靠正确的道德理论来完成。事实上，即使人们对自己的直觉进行了调整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心就会遵从那个理论。这只是人们在某些条件下的想法，当然这些条件更有利于良好思维方式的形成。但无论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还是在原则上是真实的，问题都依旧存在。

嘈杂的直觉

我们正在学习大量关于道德判断的心理学知识。人们越来越有理由认为许多义务论直觉是迅速的、无意识的、情感过程的产物，并且这些直觉在公共政策和司法辩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相关证据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不足以证明义务论仅仅是一种启发式这一结论（从心理捷径的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理论方向）。人们需要的是道德方面的论证。

这种说法有一个限定条件。众所周知，在涉及事实性问题时，源自系统1的瞬时情感通常都能平稳运行，但会产生系统性错误。义务论直觉看起来似乎有着和瞬时情感相同的来源，但义务论不会出错，然而它会产生这样的可能性，即尽管一直被人们固守着，但义务论直觉正在推动复杂推论的产生，如果没有古尔德小矮人的上蹿下跳和大喊大叫，这些推论或许不会出现或不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小矮人也许是对的，但同时我们更应该听听其他的声音。


第16章
美国的党派主义

在偏见和敌意方面，英语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阶级主义”“物种主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个新的主义，即“党派主义”。党派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某政党的党内人士通常会对其他党派人士满怀敌意，并且给对方贴上很多可怕的标签。1党派主义者认为其他党派中充斥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集无知、愚蠢、邪恶、腐败、欺诈、难以接触等各种缺点于一身。

我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党派主义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党派主义的存在给政府、国家政治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有时它会使改变成为可能并加速它的发生，至少在一个党派执政时是这样。而有时则会使事情走向反面，当各党派之间有能力并决心牵制对方时，会使改变减缓和停滞。

在这里，我还想讨论一下美国党派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后果，并就应对之策给出建议。当国家处于绝对党派主义者的掌控之下时，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将会变得异乎寻常地难以解决，至少通过法律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如今，三权分立制度已经给美国的立法创制权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一旦党派主义出现，国家的任何改变都会寸步难行。行政部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来寻求改变，如奥巴马和特朗普，可当党派主义存在时，这种单方面的改变所带来的问题也始终存在。这种改变要么是不合理的，要么是欠考虑的。

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大量的证据来验证党派主义的存在及其蔓延的态势，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的“团队温度计测评制度”。2在这种测评制度下，人们被要求给自己所在的团队或其他团队进行打分，分数从0到100不等，100分代表调查对象在其团队中感受到了“温暖”，而0分则说明调查对象在其团队中感受到了“寒冷”。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内部测温分数一直稳定地维持在70分左右。相比之下，其他政党的团队测温分数则有了明显的下降，自1988年至今已经下滑了15个百分点。32008年，党外的测温分数大概在30分左右，并且还在持续下降。但不同的是，美国共和党在这一年推行的“福利政策”（people on welfare）使它的党外评分达到了50分，而美国民主党的“财团政策”（big business）则使其取得了52分。显然，党派主义对对立党的消极影响不仅比对不受欢迎的人和因素的消极影响更大，而且是大得多。

内隐联想测验

极具影响力的内隐联想测验可以揭示人们心中存在的偏见。4具体的测验过程很简单。首先在屏幕的上方向受试者展示一些词语，如在屏幕的左上角给出“白色”和“好的”或者“白色”和“坏的”，同时在屏幕的右上角给出“黑色”和“好的”或者“黑色”和“坏的”。然后，受试者将在屏幕的正中间看到一张白人的脸或一张非洲裔美国人的脸，抑或是“愉悦”“糟糕”这样的词语。受试者的任务就是在看到屏幕正中间的图片或词语时，选择并点击屏幕上方的词语来与之匹配。

很多白人受试者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当他们看到屏幕中间出现了褒义词如“愉悦”或一张欧洲裔美国人（高加索人）的脸时，他们会迅速地点击左上角出现的“白色”和“好的”，但当左上角的词是“黑色”和“好的”时，他们的反应时间会更长一些。5同样的，当他们看到屏幕中间出现了贬义词，如“糟糕”时，他们会迅速点击左上角的“黑色”和“坏的”，但当左上角的词是“白色”和“坏的”时，他们的反应时间又会再次变长。当屏幕中间的图片分别是欧洲裔美国人（高加索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时，他们都会点击左上角的“好的”，但前者所耗费的时间显然更短一些。

由此可以看出，种族偏见已经在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并且在政治领域中我们也很难能找到任何可与之相比的其他现象，至少在美国的两大主流政党中是这样的。为了测试政党中存在的政治偏见，两位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尚托·延加（Shanto lyengar）和肖恩·韦斯特伍德（Sean Wegtwood）围绕着2000名成年人开展了大量的内隐联想测验。6结果表明，美国人心中存在的政治偏见其实要比种族偏见大得多。当参与测验的美国民主党人看到“愉悦”这个词时，他们会很快点击“民主党”和“好的”，而不是“共和党”和“好的”。不同种族间的内隐偏见一直是显而易见的，不同政党间的内隐偏见则更加明显。

爱情与婚姻

如果你是一个民主党人，你会和一个共和党人结婚吗？如果你的妹妹做了这样的事情，你会因此感到伤心难过吗？研究人员针对类似的问题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并且发现在某些重要事情上，人们心中的种族偏见其实正在减弱。7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心中的党派偏见却出现了猛增态势，这不仅影响到了国家政治，而且左右了人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和决定。早在1960年，仅有5%的共和党人和4%的民主党人对于子女与党外人士结婚持反对态度。8但到了2010年，这些数字则飙升到了49%和33%。9而有趣的是，类似的增长在同时期的英国并没有发生。10

相比之下，在2009年，有6%的美国人对于家庭成员与其他种族的人结婚一事表示支持，这与1986年的调查结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时有65%的受访对象表示这种婚姻模式无论发生在自己还是别人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11尤其当问到他们如何看待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伴侣的婚姻模式时，6%的白人和3%的非洲裔美国人均表示他们“无法接受家中存在黑人和白人间的跨种族婚姻”。12与之相似的是，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Survey）显示，有87%的民众对于跨种族婚姻表示赞同，这与1958年的4%大相径庭，这种社会行为准则上的戏剧性转变也呈现出了与党派主义变化规律完全相反的趋势。13

面试中的偏好

内隐联想测验仅仅衡量了民众心中的态度指标，而没有考量他们的行为。对于跨党派婚姻的反对声日益高涨的现象揭示了美国民众心中对其他党派与日俱增的偏见和敌意，但这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情况。为了进一步研究人们的行为，延加和韦斯特伍德（Lyenger and West-wood）让一千多名受试者审阅了几所高中高年级学生的履历并判定哪些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14其中一些学生的履历中明显包含着与种族色彩相关的信息，如“非洲裔美国学生协会主席”，而另一些学生的履历中则带有强烈的政治信号，如“青年共和党主席”。

最终的结果是，履历中的种族信息使学生大获全胜。受试者中的非洲裔美国人更倾向于将奖学金授予非洲裔候选人，支持率达到了73%；而白人受试者也对非洲裔的候选人有着适度的偏爱，尽管支持率并没有那么高。但党派关系却让这一数字大不相同。约有80%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均选择了自己党派内的候选人。15尽管来自对立党的候选人看上去更有实力，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自己党派的候选人。16所以相比之下，种族特征取得了优势性胜利。17而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当其中一个候选人的能力明显强于另一个时，这种种族优势将不复存在，相反，党派优势将会引导人们选出可能并不太优秀的候选人。

这里还有一个类似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学生们被要求扮演大学招生办主任一角，并确定哪些申请人可以得到参加校内面试的邀请函。为此，他们要依据主观和客观两类指标来进行考量，客观指标是申请人的高考（SAT）成绩和班级排名，主观因素则是指申请人的教师推荐信息。18在政党认同感很高的党员中，党派主义有着极强的存在感：44%的受试者选择了来自对立政党中能力更强的申请人来参加面试，而在对照组中，受试者并不知道申请人的党派信息，此时有79%的受试者选择了来自对立政党的申请人。19

党派主义观念与实际行为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研究党派主义观念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延加和韦斯特伍德邀请了800人来玩一个信任游戏，这个研究在行为科学领域中很有名。20游戏规则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受试者会得到一些钱，假设是10美元。然后她可以选择把手里的钱全部或部分给予第二个受试者抑或不给，之后她将会被告知可以从研究人员那里得到所给出金额3倍的回馈，并且第二个受试者也会返还一些钱给她。当第一个受试者决定拿出多少钱交给第二个受试者时，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她对第二个受试者会返还同样数额的钱给自己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越高，初次分配的金额就越大。

那么，人们不愿相信来自不同种族或党派的人吗？延加和韦斯特伍德通过测试发现，种族差异并不会影响人们的信任程度，而党派差异则完全相反，人们明显会对与自己同一党派的人更加信任。

党派主义观念会使政党内部人士更愿意彼此分享与对立党派有关的负面消息，甚至还会在组建团队时避免其党员的加入。21在一个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去做这样一个决定：如果现在有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充斥着夸张和辱骂的字眼，还把议会僵局归咎于民主党或共和党，那么你是否会允许将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受众广泛的新闻网站上？22研究人员在测试结果中再次发现了党派主义观念的存在：65%的人选择发表这篇文章，前提是这篇文章是批评其对立党派的；而如果这篇文章是批评自己所在的政党的，那么选择发表的人只有25%。23研究人员还发现，受试者心中的党派情感的强烈程度，与他们想要发表负面文章的意愿相关。24

在第二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从4个人中挑选3个人并组成一个团队来完成拼图游戏。25每个受试者都会公开自己的党派身份和教育背景，学历最低的那个人通常都是无党派人士。有超过一半的受试者都选择了学历最低的无党派人士成为自己的队友，而不选择学历较高的与自己对立的党派成员。

一种反对之声

从这些及其他实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派主义在美国的盛行。26关于党派主义现象到底发展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自然是有待商榷的，但对于它的存在和影响则是无可争议的。当然，人群中仍旧不乏反对之声，有些人并不同意将党派主义和种族主义做比较，更不同意将党派主义比作过街老鼠。他们认为人们有正当理由对持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如果人们认为某种立场是可恶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对持同样观点的人充满批判态度了。

在一些人看来，政党间的猜忌和敌意完全是立法分歧的产物，而不是任何意外的结果。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其实是由人类的偏见造成的，主要是基于人类自身不可变或至少不相干的特征，而党派关系并不存在这一特点。事实上，政治偏见或相对应的各种类型的主义的观点似乎都具有误导性。也许我们此刻正在谈论的并不是某种偏见，而是对持有某种信仰的人做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判断正是对偏见的有力回击。

为了接受这种回应，我们需要先对日常生活和政治本身进行区分。在美国，如果人们仅仅因为政治信仰不同而讨厌彼此的话，这的确是非常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诚然，其他一些党派的特点或宗旨看起来的确会引起党外人士的反感。但美国的两大政党规模庞大且多元化，因此认为两党党员在政治领域之外仍敌视彼此的想法就有些奇怪了。

当然，这种评判是基于实质性结论而做出的。当得知共和党人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时，你就会觉得对他们的反感其实是理所应当的；同样的，当得知民主党人其实是一群暗中破坏美国政治的人时，你会发现他们也不值得同情。但如果你认为，两个政党之间的善意的分歧理应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其实不必掩盖党派主义存在的事实，更何况它的存在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在政治领域中人们普遍认为差异性是很平常的事情，大家持有“你我有别”的态度也很难避免。对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来说，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植根于两党制中，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其实并不代表个人的观点和好恶，它仅仅反映了两个党派间的原则性分歧，但并没有上升到偏见的高度。在一天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内，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和你差别很大的人，你难免会对他产生一些憎恶。而问题在于，善意的分歧并不意味着政见不同，当面对这种分歧时，你的主要任务是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进一步地激化矛盾。对于政治本身来说，诸如党派主义之类的事物也许是政治原则的产物，但却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而这种后果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

美国党派主义的成因

对于到底是什么诱发了美国党派主义这一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很明确的答案，但一些有帮助的线索已经逐渐显现。

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人们很容易认为，美国党派主义的增长是意识形态分歧和其可见的日益增强的产物。假设我们回到了1979年的某一天，两大政党的一方或双方都支起了“大帐篷”。事实上，民主党中的保守派比共和党中的自由派思想更为保守，所以两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就必然有重叠，此时我们其实看不到太多党派主义存在的迹象。

这种假设在很多方面都能得到印证。我们可以试着去追溯两个政党意识形态差异性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证明双方意识形态的渐行渐远与党派主义的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尽管很强的相关性不一定起决定性作用，但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政治阵营间的负面影响与实质性分歧的日益加深是相关的。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党派主义观念的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具有了合理性，至少偏见和憎恶都可以被视为具体且真实存在的事物。党派主义在私人领域扮演的角色可能仍旧很难得到理解，但至少它在政治领域的日益壮大是可以理解的。

但检验这一假设的更好方式是看一下人们的政策偏好程度是否预示了党派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换句话说，当人们对一些政治问题表示强烈不满时，这种不满又会在政治阵营间引发强烈的分歧，那么这个时候，人们是否会对其对立党表现出强烈的负面情绪？令人惊讶的是，负面情绪与意识形态两极分化之间的相关性是微乎其微的。27人们心中的负面情绪并没有随着政党间两极分化的加深而增长，民众的党派情感更多地来自党派身份而不是意识形态。如果一个共和党人不喜欢一个民主党人，那么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党派不同，尽管实质性分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反之亦然。

政治运动的影响

人们不禁会问，美国的党派主义是在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吗？通常我们会得到肯定答案。首先是因为政治运动会使得党派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其次是因为政治运动的部分观点会将对手推入负面地带。延加和韦斯特伍德为这一假设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尤其当民众一直暴露在负面消息中时，他们心中对党派的敌意会不断滋生，而政治运动为形成这个条件提供了可能。28很明显，政治运动非常有助于提升民众的党派身份认同感，并进一步加深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负面情绪和成见。

传播媒介的影响

碎片化的传媒市场很容易使人们被党派之间的路线隔离开。这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前文中提到过的群体极化现象（见第2章），这一现象经常随着回声室和信息茧房的存在而增长。在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保守主义定位使它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微软国家广播公司的自由主义特点亦如此。如果你想知道一档脱口秀访谈节目的特征，那么你从主持人的言语中就能找到答案。如果在节目中，主持人把一群人说成是“另一派”，并用充满恶意、愚蠢和渴望权利来形容“另一派”，那么他所灌输给观众或听众的无疑就是党派主义了。

社交媒体同样可以让人们找到自己的党派归属，Facebook和Twitter便是回声室的替代品，它们都会造成党派主义的出现。目前，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数据来支撑这一论点，但相关数据的收集正在进行中。29我们有理由相信，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认同色彩的碎片化的传媒市场，一定会加速美国党派主义的发展。

政治极化

假设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对某一观点存在分歧。第一阵营的人认为观点A是正确的；第二阵营的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观点A不正确。假设第一阵营是正确的一方，并且独立于第一阵营的第三方给出了准确且真实的可以证明观点A是正确的信息，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二阵营很快也会相信观点A是正确的。但实际情况与假设则截然相反，第二阵营的人仍旧认为观点A是不正确的，并且坚持的程度比之前更加强烈。对其看法进行纠正的结果就是催生极化。

这一基础性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党派之间的差异性问题，但它揭示的问题其实与党派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党派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确保那些带有强烈政治认同感的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人的纠正免疫。尽管事实上，来纠正你的人并没有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因为人们如果能就某一事实达成一致的话，这其实是政治进步的先决条件，但这对于党派主义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

纠正别人的观点所带来的影响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差异。对于那些来自自由派的受试者来说，他们的反对态度很温和但没有明显的转变，因为他们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30但对于那些自诩为保守派的受试者来说，他们对这一观点的支持态度出现了很明显的转变，“换句话说，纠正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那些保守主义者在听到有人纠正他们说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反而比之前更相信伊拉克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31这说明，纠正别人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其实很容易促成两极分化，使得人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所持有的观点和态度更加鲜明。

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研究人员向人们抛出了一个观点来让他们判断，即削减税收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十分有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收入。随后，研究人员又向人们展示了对于这一观点的纠正。纠正再一次在人们观点的转变中发挥了作用，“一些保守主义者看到了声称削减税收并没有提高政府收入的证据，这反倒使他们更加相信之前的观点，而对于那些没有看到证据的人来说，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太明显的变化。”32

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实验，看看权威的媒体进行的纠正会不会改变人们的想法。阿拉斯加州前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一直坚持认为平价医疗法案会滋生“死亡陪审团”。33对于那些对佩林有好感但政治知识水平低下的人来说，纠正他们的观点是很有效的，同样有效的情况还发生在那些反对佩林的人身上。34可一旦这种纠正发生在有很高政治知识水平的支持者身上时，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当听到有人纠正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将会更加确信平价医疗法案的推行势必会促使死亡陪审团的产生。35

这一影响对于美国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来说基本上是无一例外的。2005年，很多自由派人士错误地相信布什总统对干细胞研究实施了禁令36，而在看到纽约时报和福克斯新闻网关于这个消息的纠正之后，他们仍旧坚持自己之前的观点，并没有出现转变。37但与之相反的是，保守主义者接受了这一纠正。38因此，我们也看到了纠正带来的极化日趋严重的态势。

正如以上研究所体现的那样，我们能够发现相关实验中的受试者通常都有着很鲜明的意识形态观念而非党派倾向，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当某一特定问题发生在党派中时，这一影响是否还同样有效。但鉴于党派主义的种种普遍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影响还是会发生的。实际上，一项重要的相关研究表明，人们通常都会支持自己所在党派的观点，即使党派所持的观点和他们自己的独立判断是相反的，人们也会盲目地受到党派的影响。39

相关研究还指出，无论是在美国共和党还是在民主党内，人们都会被问及他们在各种政治问题上的观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知两大政党内的成员对于当前存在的政治问题的看法。此外，研究人员分别在两个政党内选取了一些人，向他们提出同样的政治问题，看看他们的想法如何，但唯一的区别是：研究人员会向这群人提供一个额外信息，即他们可以事先了解一下党内领导成员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这一区别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看到了领导层的意见之后的观点和没看时有很大的不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额外信息对政策的客观作用及受试者的意识形态都带来了压倒性的影响”。40同时，人们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前后态度的转变，他们认为自己的判断并没有受到领导层的意见的影响，而完全是基于问题本身的利弊做出的。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派主义对人们的价值判断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无意识的。

僵局理论

党派主义是如何对美国社会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产生影响的呢？就立法而言，答案很简单：在存在党派主义的社会条件下，法律的制定将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至少当两党中的任意一方都有权阻止立法进入提案程序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如果立法者自身就有党派主义倾向，那么这一结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他们不是党派主义者，或者他们没有对其他党派人士心怀敌意且很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选民的压力也会使情况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在美国，党派主义已经使国会的不作为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无论这种僵局是好是坏，立法的问题都一直存在。即使国会的积极性很高，可一旦政府想要减少社会福利，人们宁愿国会毫无作为。因为这时，人们关注的根本不是国会是否作为，而是社会福利。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国会的作为是会造成社会福利下降的。一个受阻的国家立法机构，如果在权衡了各方利弊之后，想到的唯一做法就是减少社会福利的话，那么民众应该替他们感到悲哀和惋惜。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立法现状是否存在问题及问题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并不急于颁布实施新的法律。而另一方面是，新法律的实施和颁布是否会带来社会的改善和进步，如果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那么维持现有的僵局将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对任何一种特殊事态的详细叙述都需要一个理想化的僵局理论来支撑。这里的情况不适合任何这样的理论。但如果我们这样来想的话或许事情会合理一些：如果一个国家正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而一些可能的措施可以减少或者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这时党派主义的存在使得这些措施难以通过和实施，那么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在可能的条件下，所有的这些假设都是非常合理的。

3种对党派主义的可能解决方案

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相关描述，而不是提出规范性的结论。人们可能会认为党派主义真的存在且呈日益增长之势，但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事实上，党派主义的滋生确实已经给今天的美国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改变迫在眉睫，而现存的挑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政府机构该怎样做出回应？

人们往往会强烈要求致力于寻找党派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而使民众能很容易地辨别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党派主义，而这通常也是政府机构能够给出的最直接也最积极的回答。但是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提到过的党争现象，与今天的情况很相似，“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剥夺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与因为空气会使火具有破坏性而希望消除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愚蠢的行为”。41

通过麦迪逊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试图完全地消除党派主义其实是件很愚蠢的事情。事实上，党派主义的状态和程度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近10年间，党派主义有了很明显的增长；与20年前相比更是增长了很多，但这种变化却不是人们精心设计出来的，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系列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新兴科技、“无形之手”，以及广泛的私人和公共参与者的分散决策。

所以真正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致力于寻找党派主义产生的原因，而是努力将其产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3种可能性。

时机就是一切

显然，党派主义一般会在美国总统大选或中期选举之前表现得尤为明显。届时，反对党阵营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凸显出来。如果政客们为了某种目的想与对手联合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而相反的，在选举结果公布的那一刻，党派主义则会马上销声匿迹，新上任的总统及其政党将经历一段“蜜月期”。“蜜月期”这个词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选举结果公布时人们的状态：一段新的关系正在温馨友好的氛围中被建立起来。而在这种氛围中，党派主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不复存在，抑或是消失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观点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总统轮换期是一段至关重要的时期，而且总统在第一任期之内一定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去解决哪些问题，在确定了问题的优先级之后，再结合策略使这些问题逐一得到解决。这些关键步骤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党派主义的笼罩之下，这对任何一个总统或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预先承诺

在极富创造力的法律框架下，国会的不作为只会导致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1990年军事基地调整和关闭法案》规定，基地关闭委员会的9名成员可以由总统来委派，委员会将会列出一份建议关闭的军事基地的名单，如果总统批准了，那么这些军事基地将会关闭，除非国会在45天之内提出反对意见。42当然，如果国会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些关闭军事基地的提案也会生效。

而另一个更具争议的案例则是“自动削减开支”。432011年，国会和时任总统奥巴马完成了一项十分艰难的谈判，双方同意：除非国会推行削减预算的具体方案，否则2013年将会启动自动削减开支机制。44当时，只有极少数的民众支持自动削减开支机制，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迫使国会履行其义务，但最终自动削减开支机制还是生效了，并且不管怎样，自动削减开支机制也的确影响到了联邦政府的开支。2011年的这项决定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一旦国会不作为，那么必将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党派主义的存在，默认的结果实际上已经生效了。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完善基础设施、加强社会保障、推行财政政策或在其他方面取得革新性的进步，那么其实我们都能想到和执行针对这些问题的策略。不管有没有委员会的帮助，国会都会按照步骤实现计划，除非在未来的某一天新的国会做出了改变。当然，要使这些计划都能付诸实践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因为有时用来解决党派主义相关问题的方法会被党派主义击退。但在一些情况中，某种预先承诺或对现状的改革都是十分具有可行性的。

授权机制、变革与技术统治论

在很多情况下，抑制党派主义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控制授权机制，尤其是当政府掌握着强有力的科技手段时。我知道这个结论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刺耳，但我认为很多政治问题的根源其实或多或少并不在于政治本身。党派主义之所以毫无裨益，是因为党派间的差异性是或几乎是不相关的，其最大的根源在于事实真相，而事实真相并不依赖于政治派别。考虑以下这些问题：

1．美国环保局应该把周边环境中的臭氧浓度阈值从原来的十亿分之七十五降到十亿分之七十、十亿分之六十五还是十亿分之六十？

2．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应该为建筑工人与硅土的接触时间制定一项规则吗？

3．美国交通管理部门应该要求在新生产的汽车上安装倒车可视装置吗？

4．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该禁止哮喘吸入器排放氯氟烃吗？

以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很专业的技术性问题，没有丰富经验的人是没有办法解答这些问题的。所以，政策的制定者要了解待制定政策在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利弊，此外他们还需要控制制定政策的成本、货币政策等问题。控制硅土暴露时间所需要的成本是1亿美元、5亿美元还是10亿美元？以上3种成本所带来的结果分别是怎样的？政策一旦公布是否会造成人们的就业率或工资降低？硅土暴露时间不同，会带来怎样的不同程度的伤害？试行条例可以挽救多少生命？

价值判断在相关争论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人们通常会在经验主义的引导下达成空前的一致，尽管大家的党派身份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例如，如果最后施行的硅土条例花费了10亿美元，每年仅能挽救两个人的生命，那么不管这项条例的党派立场如何，几乎都不会有人支持。但如果这项条例花费了1亿美元，每年可以拯救700个人的生命，那么几乎没人会反对。所以无论怎样，我们不应该只是通过参考一个人的党派身份来解答重要问题。

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环保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而他们的不同态度会在某些问题上直接导致分歧的产生。在这里我想提出的是，很多分歧并不是由价值判断或党派倾向产生的，而是由于事情本身。当双方针对事情的真相做了充分的考虑后，政党之间的分歧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至少当意识形态问题被排除在外，只单纯考虑技术性问题时，情况是这样的。很多社会变革都需要对事实真相进行密切关注，价值判断反而次之。所以我认为，当人们在做选择时，一定要把权力赋予那些知道如何解决事实争端的人。

制度评价的脆弱性

尽管我的主要观点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但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对于美国党派问题的理解强化了某种行政行为的理由，也提高了人们对于在合理范围内的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的接受程度。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现任总统的好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行政部门权力的判断。如果是一个共和党派的总统当政，民主党派一定不会接受一个提倡自由裁量权的总统；如果总统是民主党派的，共和党派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担忧和诉求。

正是基于这一点，很多重要的制度判断都显得很脆弱甚至动荡不堪。人们不会意识到自己卷入了政治权力分配的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我们甚至可以将制度评价视为党派主义的牺牲品。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权威存在的问题被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特定人群在短期内的评价掩盖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根据党派主义的观点，有利于民众接受总统权力的评估参数和标准将被一个因素所主导：在任总统的评价标准。

当然了，人们都希望制度评价能在“无知之幕”后面进行，并希望双方都能搁置暂时性的胜负。但出于政治原因，“无知之幕”的实施总是频频受阻，因为它与眼前的选举利益相悖。例如，若一个共和党人支持人们接受一个来自民主党派的总统行使自由裁量权，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就到此为止了；甚至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挑战也是存在的，因为人们心中的短期政治考量的确是显著存在的。

美国党派主义真实存在且日益严重，同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领域两个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它不仅使政府在某些问题上越发寸步难行，甚至当立法者发现了一个对两党都有利的举措时，也会迫于选举的巨大压力而无法实行，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来自选民和同事的报复。

甚至在目前的情形下，美国党派主义已经显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中期选举的前夜，这些影响则更为明显，并且在总统大选结束半年后才会有所减弱。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想要党派主义在短期之内大幅度衰减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将是个严重的问题吗？如果社会现状非常好，而政府在未来的举措会使情况变糟，那么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抵制党派主义的存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党派主义是一个珍贵的保护屏障。但如果一个国家正面临着很多严重的问题，而同时一些可能的举措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时党派主义的存在将会对国家的繁荣与和平产生严重的威胁。

至少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可以削弱党派主义的办法。如果党派主义真的出现了衰减，那也一定是无意识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干预的成果。人们最希望的其实是能减少党派主义所带来的影响，而我认为减少其影响的最有效方法是实行预先承诺策略，以及重拾对专业技术知识应用的重视。


结语

源自社会规范的约束效应

人类喜欢依赖自己的惯性思维。不管这些思维是否真的存在，我们的意识都是依赖它们运行的。当一个人的生命中发生了某件事情，或者当社会在沿着某个方向前进时，我们都会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理所当然发生的，就像许多拼图组合在一起一样。而当回顾此事时，人们又总会做事后诸葛亮：“约翰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名律师”“从出生那天起我就知道，苏珊长大后会去学医”“我就知道托马斯和琳达一定会离婚”“琼和埃里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如果某个音乐家或者电影大受好评，人们会说“他们这么优秀，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定是和文化影响有关”；2017年爆发了反性侵运动，而人们认为：“如果那时性骚扰和性侵犯得到了足够重视的话，那么这样的运动早就发生了，尤其是在2016年已经有了先例的情况下。”

因为时光不能倒流，所以我们不能说人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一些婚姻已是无可救药，一些社会运动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举措可能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约翰其实是在大学里遇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而这个老师激发了他学习法律的兴趣，如果不是这个老师，他可能不会走上这样的道路（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那位成功的音乐家或那部成功的电影，也许是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引起了一群人的热情，从而产生了巨大反响，改变了一切。

有些政治运动是临界点和级联效应的最大受益者，有些却不是；有些企业家或幸运或有能力或两者兼备，而有些却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总能从中发现规律的存在，但如果出现了例外，我们又会发现不一样的规律也同样存在。一项在一年或者一段时间内无法避免的运动，也许正是由此前一系列重要举措和推动累积形成的，如果没有前期的铺垫，这项运动可能会发生得更晚甚至根本不会发生。

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是《寻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这部佳作讲述了一个并不知名的底特律唱作歌手西斯托·罗德里格斯（Sixto Rodriguez）的故事。罗德里格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行了两张专辑，但美国民众对他知之甚少，很少有人会去买他的专辑，他也一度被唱片公司抛弃。后来他结束了歌手生涯，在底特律成为一名装修工人。而装修工人罗德里格斯不知道的是，他的作品在南非广受好评。南非人视他为传奇巨星，并将他与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相提并论，把他的作品比作“我们生命的配乐”，他的专辑销量在南非达到了50万张。在纪录片《寻找小糖人》中，罗德里格斯的两种身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美国，他是个籍籍无名的装修工人，星路惨淡；而在南非，他则是名声大噪的传奇摇滚巨星。

不难想象，罗德里格斯在南非的文化中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共鸣，文化纽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而同样的，这一文化纽带如果消失也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失败。但对此不要完全信以为真。罗德里格斯是南非早期流行文化的受益者，并且引发了级联效应。如果幸运的话，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或者法国，但事实上并没有。

我的核心观点是，这是源于社会规范的约束效应。人们通常会行之所行，言之所言，只有在社会规范的压力下才会保持沉默。我们通常会觉得这些社会规范都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对它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态度，它们就像家里的家具一样存在着。我们也许会向它们表示赞同，也许会厌恶甚至是表示谴责，而社会规范经常会存在于最有趣的案例中。如果人们讨厌自身所处的社会规范的话，那么周围环境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人们需要释放自己的情绪，不管释放的结果是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相反，有的社会运动向人们灌输了前所未有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有时人们的偏好已经适应了现有的实践和规范；人们没有被压制，也没有情绪需要去释放。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很难发生或进展很慢，但级联效应仍有可能发生。而这时，偶发互动和舆论飞地，以及由民众推动产生的级联效应等将是必然。这些将会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


注释

第1章

1.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1998).

2. Catharine MacKinnon, 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1978). 当然，有些性骚扰者是女性，抗议性骚扰者是男性。为了表述上的简便，也为了体现大部分的性骚扰行为，在此没有进行细分。

3. Lawrence Lessig, The Regulation of Social Meaning, 62 U. Chi. L. Rev. 943 (1995).

4. Meritor Savings Bank v. Vinson, 477 US 57 (1986); Oncale v. Sundowner Offshore Services, 523 US 75 (1998).

5. Richard McAdams, The Expressive Powers of Law: Theories and Limits (2015). “当公众态度的感知力与现实严重脱节时，立法者通过制定与实际态度及实际的未来投票相一致的立法而获益，这就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对实际态度的‘唤醒’。”

6. P. Wesley Schultz et al., The Constructive, Destructive, and Reconstructive Power of Social Norms, 18 Psych. Sci. 429 (2007).

7. 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一观点，即反对将“政治正确”作为一种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方式通常是正确的。

8. Leonardo Bursztyn et al., Misperceived Social Norms: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Saudi Arabia (2018).

9. Timur Kuran, Sparks and Prairie Fires: A Theory of Unanticipated Political Revolution,61 Public Choice 41 (1989).

10. Duncan Watts, Everything Is Obvious (2011); Susanne Lohman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Cascades, 47 World Pol. 42 (1994).然而请注意，可以通过保证匿名性来对隐藏的偏好、信念和价值观进行检测。一个有指导意义的发现是，由于社会规范的作用，匿名性非常重要。Leonardo Bursztyn et al., From Extreme to Mainstream: How Social Norms Unravel (2017). Timur Kuran and Edward McCaffery, Expanding Discrimination Research: Beyond Ethnicity and to the Web, 85 Soc. Sci. Q. 713(2004).即使可以获得与隐藏偏好相关的信息，由于社会动态过程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也不能预测变化，因为社会的动态变化是无法提前预知的。Susanne Lohmann, I Know You Know He or She Knows We Know You Know They Know: Common Knowledge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Informational Cascades, in Political Complexity: Nonlinear Models of Politics 137 (Diana Richards ed. 2000).

11. Timur Kuran, Ethnic Norm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through Reputational Cascades, 27 J. Legal Stud. 623 (1998).

12. Edna Ullmann-Margalit, Considerateness, 60 Iyyun 205 (2011).

13. Philip O’Leary, Th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Gaelic Revival, 1881–1921 (2005).

14. Jon Elster, Rationality, Emotions, and Social Norms, 98 Synthese 21, 23 (1994).

15. 我在这里不打算讨论那些用于解决社会集体行动问题的规范。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对清晰的阐释，请参阅：Edna Ullmann-Margalit, The Emergence of Norms (1977)；也可以参阅：Edna Ullmann-Margalit, Normal Rationality (2017)。这里的分析适用于这些情况，不过要采用一些巧妙的手段。最重要的是，当这类规范限制人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时（通过防止背叛的方式），他们也会以互利为目的行事，因此维持该规范符合人们的利益。鉴于这一原因，这类规范所施加的约束至少从反响上看很受欢迎。

16. Mark Granovetter,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83 Am. J. Soc. 1420(1978). 这种观念得到了这一文献的有力拓展： Kuran, supra note。

17. Cass R. Sunstein, Social Roles and Social Norms, 96 Colum. L. Rev. 903 (1996);Cristina Bicchieri, Norms in the Wild 163–207 (2016). 歧视者和歧视的反对者当然都可以成为规范倡导者。在性骚扰的情况里，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就在2017年充当了规范倡导者的角色，她高调反对令人讨厌的接触行为（act of unwanted touching）。Melena Ryzik, Taylor Swift Spoke Up.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Were Listening,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2017)

18. Kuran, supra note; D. Garth Taylor, Pluralistic Ignorance and the Spiral of Silence:A Formal Analysis, 46 Pub. Opinion Q. 311 (1982). Richard McAdams, The Expressive Powers of Law 136–162 (2015).

19. See id.; Sushil Bikhshandani et al., A Theory of Fads, Fashion, Custom, and Cultural Change as Informational Cascades, 100 J. Polit. Econ. 992 (1992).

20. 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当一个级联效应开始发生时，人们可能会低估参与其中的人对其他人发出的信号的反应程度，但对于他们自己私下发出的信号则不会如此。鉴于这个原因，他们可能会认为级联效应包含了比实际情况更多的信息。Erik Eyster & Matthew Rabin, Naïve Herding in Rich-Information Settings, 2 Am. Econ. J.: Microeconomics 221 (2010); Eric Eyster et al., An Experiment on Social Mislearning (2015).规范倡导者有强烈的兴趣改正这一错误。

21. Amos Tversky & Daniel Kahneman,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5 Cognitive Psychol. 207 (1973).

22. Timur Kuran & Cass R. Sunstein, Availability Cascades and Risk Regulation, 51 Stan. L. Rev. 683 (1999).

23. Gordon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9 (rev. ed. 1998).

24. Id. at 29–30.

25. Id. at 169.

26. Id.

27. Thomas Paine, “Letter to the Abbe Raynal,” in Life and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242 (Daniel Edwin Wheeler ed. 1908). Gordon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68 (rev. ed. 1998).

28. Lawrence Lessig, The Regulation of Social Meaning, 62 U. Chi. L. Rev. 943 (1995).See also Richard H. McAdams, Cooperation and Confict: The Economics of Group Status Production and Race Discrimination, 108 Harv. L. Rev. 1003, 1065–1085(1995).

29. Lessig, supra note 36, at 966.

30. Leonardo Bursztyn et al., From Extreme to Mainstream: How Social Norms Unravel(2017).

31. Id.

32. Helpful discussion can be found in Timur Kuran, Ethnic Norm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through Reputational Cascades, 27 J. Legal Stud. 623 (1998).

第2章

1. John Turner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142 (1987).

2. Roger Brown, Social Psychology 222 (2d ed. 1983).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印度、孟加拉国、德国和法国。Johannes Zuber et al., Choice Shift and Group Polarization, 62 J.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 50 (1992); Dominic Abrams et al.,Knowing What to Think by Knowing Who You Are, 29 British J. Soc. Psychol. 97,112 (1990). 当然，有些文化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两极分化的倾向；这将是一个实证研究中非常有趣的领域。

3. D. G. Myers, Discussion-Induced Attitude Polarization, 28 Hum. Rel. 699 (1975).

4. Brown, supra note 2, at 224.

5. D. G. Myers & G. D. Bishop, The Enhancement of Dominant Attitudes in Group Discussion, 20 J. Personality & Soc. Psychol. 286 (1976).

6. Id.

7. J. A. F. Stoner, A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s Including Risk,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1), available as J. A. F. Stoner, J. A. F. Stoner, Risky and Cautious Shifts in Group Decisions: The Infuence of Widely Held Values, (2017); 4 J.Experimental Soc. Psychol. 442 (1968).

8. Brown, supra note 2, at 208–210, for an overview.

9. Paul Cromwell et al., Group Effects on Decision-Making by Burglars, 69 Psychol.Rep. 579, 586 (1991).

10. Brown, supra 2, at 211.

11. 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由丹尼尔·卡尼曼与大卫·施卡德（David Schkade）一起合作完成的。Cass R. Sunstein et al., Punitive Damages: How Juries Decide (2007).

12. David Schkade et al., Deliberating About Dollars: The Severity Shifts 100 Colum. L.Rev. 1139 (2000).

13. Brown, supra note 2, at 210–225; Turner et al., supra note 1, at 142–170.

14. A. I. Teger & D. G. Pruitt, Components of Group Risk-Taking, 3 J. Experimental Soc. Psychol. 189 (1967).

15. Robert S. Baron et al., Social Corroboration and Opinion Extremity, 32 J.Experimental Soc. Psychol. 537–560 (1996); Chip Heath & Richard Gonzales,Interaction with Others Increases Decision Confdence but Not Decision Quality:Evidence agains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Views of Interactive Decision Making, 61 Org. Behav. & Hum. Decision Processes 305–326 (1997).

16. Hans Brandstatter, Social Emotions in Discussion Groups, in Dynamics of Group Decisions (Hans Brandstatter et al. ed. 1978). Turner et al., supra note 1, at 154–159. 这篇文章试图用这个证据作为新综和体的基础，并称之为“群体极化的自我分类理论”。在这个表述中，“劝说依赖于自我分类，其在群体内部创造了一个普遍性的身份”，极化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群体成员调整了自己的观点，使其与他们关于群体立场的想象相一致（相符合），并且更为极端，而群体的立场已然极化，原型的回应决定了这种想象”。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当一个群体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时，可以洞察到的“原型”是由群体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这是个人想要趋向的位置。正如特纳所建议的那样，他们的表述指明的是“社会比较和劝说性论证模型的多个方面的叠加”；由于这种叠加，我不会把它作为一项分散的陈述在这里进行讨论。一个特别有趣的含义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群体会显示出相对较大的朝着极端主义方向的转变。

17. Turner et al., supra note 1, at 153.

18. Russell Spears, Martin Lee, & Stephen Lee, De-Individua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9 British J. Soc. Psychol.121 (1990); Dominic Abrams et al., Knowing What to Think by Knowing Who You Are, 29 British J. Soc. Psychol. 97, 112 (1990); Patricia Wallace,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 73–76 (1999).

19. Lee Roy Beach, The Psychology of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s (1997).

20. H. Burnstein, Persuasion as Argument Processing,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 (H.Brandstetter, J. H. Davis, & G. Stocker-Kreichgauer eds. 1982).

21. Brown, supra note 2, at 225.

22. Amiram Vinokur & Eugene Burnstein, The Effects of Partially Shared Persuasive Arguments on Group-Induced Shifts, 29 J. Personality & Soc. Psychol. 305 (1974).

23. Id.

24. R. T Riley & T. F. Pettigrew, Dramatic Events and Attitude Change, 34 J. Personality& Soc. Psychol 1004 (1976).

25. Myers, supra note 24 at 135.

26. Lois Marie Gibbs, Love Canal: The Story Continues 26–124 (1998).

27. Callahan v. US, 364 US 487, 493–494 (1961). 我很感激丹·卡汉（Dan Kahan）强调了这点。

28. Caryn Christensen & Ann S. Abbott, Team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in Decision Making in Health Care 267, 273–276 (Gretchen Chapman & Frank Sonnenberg eds. 2000).

29. Id. at 274.

30. Letter to Madison (January 30, 1798), reprinted in The Portable Thomas Jefferson 882 (M. Peterson ed. 1975).

31. Speech to the Electors (November 3, 1774), reprinted in Burke’s Politics 116 (R.Hoffman & P. Levack eds. 1949).

32. Id.

33. The Federalist No. 10.

34. Heather Gerken, Second-Order Diversity, 118 Harv. L. Rev. 1099 (2005).

第3章

1. 163 US 537, 544 (1896) (noting that segregation laws “do not necessarily imply the inferiority of either race to the other”).

2. 347 US 483 (1954).

3. Bernard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in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108–109 (J. J. C. Smart & Bernard Williams eds. 1973).

4. Herbert A. Simon, Models of My Life 281 (1991).

5. Robert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167 (1991)(“Members of tight social groups … informally encourage each other to engage in cooperative behavior”); Edna Ullmann-Margalit, The Emergence of Norms 22–60(1977).

6. Edna Ullmann-Margalit, Normal Rationality (2017).

7. Elijah Anderson,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1990).

8. Cass R. Sunstein,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Roles, 96 Colum. L. Rev. 903 (1996).

9. Viviana A. Zeliz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1994).

10. Joel Waldfogel, The Deadweight Loss of Christmas, 83 Am. Econ. Rev. 1328 (1993).Waldfogel’s engaging book on the subject is Scroogenomics (1998).

11. Margaret J. Radin, Market-Inalienability, 100 Harv. L. Rev. 1849, 1871 (1987).

12. Ullmann-Margalit, supra note 5, at 134–197 (discussing norms involving partiality and inequality).

13. Steven Kelman, What Price Incentives? Economists and the Environment 27–28(1981).

第4章

1. Louis D. Brandeis, Other People’s Money 92 (1914).

第5章

1.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20–21 (2011).

2. Sarah Conly, Against Autonomy (2012); Ryan Bubb & Richard Pildes, How Behavioral Economics Trims Its Sails and Why, 127 Harv. L. Rev. 1593, 1659 (2014).

3. Sendhil Mullainathan & Eldar Shafr,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39–66 (2013).

4. Björn Bartling & Urs Fischbacher, Shifting the Blame: On Deleg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79 Rev. Econ. Stud. 67 (2012). Nadja Dwenger, Dorothea Kübler &Georg Weizsäcker, Flipping a Coin: Theory and Eviden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2013).该文献对人们是否喜欢通过抛硬币来逃避责任进行了探讨。考虑以下建议：做出决定的认知或情感成本可能会超过做出最佳选择所带来的好处。例如，决策者可能不愿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或者，她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获得成功。或者，她可能会预测，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可能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失望。在这种情况下，放弃部分或全部的决定权似乎是可取的，即使它通常会增加产生次优结果的可能性。

5. Pandora Can Predict How You Vote Based on Your Favorite Stations,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8, 2014.

6. Theory and Practice (Christian Coons & Michael Weber eds., 2013); Gerald Dworki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 (1988).

7. F. A. Hayek, The Market and Other Orders 384–386 (Bruce Caldwell ed., 2014).

8.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in On Liberty 5, 76 (Stefan Collini ed., 1859/1989) (1859).

9. Id at 76.

10. George Loewenstein et al., Warning: You Are About to Be Nudged, 1 Behav. Sci. &Pol’y 35, 37, 40 (2015).

11. Hendrik Bruns et al., Can Nudges Be Transparent and Yet Effective? 16–17(WiSo-HH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No. 33, 2016); Mary Steffel,Elanor F. Williams, & Ruth Pogacar, Ethically Deployed Defaults: Transparency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through Disclosure and Preference Articulation, 53 J.Marketing Res. 865, 872 (2016).

12. Simona Botti & Christopher Hsee, Dazed and Confused by Choice, 112 Org.Behav. & Hum. Decision Processes 161 (2010).

第6章

1. Richard Thaler & Cass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and Happiness 5 (2008).

2. Robert Sudgen, Do People Really Want to Be Nudged toward Healthy Lifestyles?,64 Int’l Rev. Econ. 113 (2006).

3. Cass R. Sunstein and Lucia A. Reisch, Trusting Nudges: An International Survey(2019); Janice Y. Jung & Barbara A. Mellers,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Nudges,11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62 (2016); Cass R. Sunstein, The Ethics of Infuence (2016); Lucia A. Reisch & Cass R. Sunstein, Do Europeans Like Nudges?11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310 (2016); Cass R. Sunstein, Lucia A. Reisch,& Julius Rauber, Behavioral Insights All Over the Worl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Nudging in a Multi-Country Study.

4. Jung & Mellers, supra note 3.

5. Amos Tversky & Richard H. Thaler, Anomalies: Preference Reversals, 4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 211 (1990).

6. Jacob Goldin, Which Way to Nudge? Uncovering Preferences in the Behavioral Age,125 Yale L. J. 226 (2015); Jacob Goldin & Nicholas Lawson, Defaults, Mandates,and Taxes: Policy Design with Active and Passive Decision-Makers, 18 Am. J. L. &Eco. 438 (2016).

第7章

1. 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1991).

2. Lauren E. Willis, When Defaults Fail: Slippery Defaults, 80 U. Chi. L. Rev. 1155 (2012).我在这里只是粗略地讨论了反助推的风险。George Loewenstein et al.,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nfict of Interest Disclosure, 307 JAMA 669 (2012); Ryan Bubb& Richard Pildes, How Behavioral Economics Trims Its Sails and Why, 127 Harv. L.Rev. 1593 (2014); Sunita Sah et al., Effect of Physician Disclosure of Specialty bias on Patient Trust and Treatment Choice, PNAS (2016).

3. Gabriel D. Carroll et al., Optimal Defaults and Active Decisions, 124 Q. J. Econ.1639, 1641–1643 (2009). Cass R. Sunstein, Choosing Not to Choose (2015).

4. Eyal Zamir, Law, Psychology, and Morality: The Role of Loss Aversion (2014).

5. Elizabeth F. Emens, Changing Name Changing: Framing Rules and the Future of Marital Names, 74 U. Chi. L. Rev. 761 (2007).

6. Id. at 786.

7. Young Eun Huh, Joachim Vosgerau, & Carey K. Morewedge, Social Defaults:Observed Choices Become Choice Defaults, 41 J. Consumer Res. 746 (2014).

8. John Beshears et al., The Limitations of Defaul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eptember 15, 2010).

9. Erin Todd Bronchetti et al., When a Default Isn’t Enough: Defaults and Saving among Low-Income Tax Filers 28–29 (Nat’l Bureau of Econ.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6887, 2011).就违约操纵对个人将退税用于储蓄债券的退税分配的预先计划没有影响进行了解释。然而，请注意，在这项研究中，“默认”只是一个表单上带有退出选项的陈述。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种“默认”和主动选择之间的界线相对较模糊。

10. Zachary Brown et al., Testing the Effects of Defaults on the Thermostat Settings of OECD Employees, 39 Energy Econ. 128 (2013).

11. Aristeidis Theotokis & Emmanouela Manganari, The Impact of Choice Architecture on Sustainable Consumer Behavior: The Role of Guilt, 131 J. Bus. Ethics 423(2014).

12. René A. de Wijk et al., An In-Store Experiment on the Effect of Accessibility on Sales of Wholegrain and White Bread in Supermarkets (2016)

13. David J. Just & Brian Wansink, Smarter Lunchrooms: 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Improve Meal Selection (2009).

14. Lauren E. Willis, Why Not Privacy by Default?, 29 Berkeley Tech. L. J. 62 (2014). 特别是这一建议：“企业围绕着他们所青睐的违约行为展开了一场有力度的活动，以使消费者处于违约状态，但也会通过一场同样有力度的活动来促使消费者选择退出，以应对与其利益相悖的违约行为。许多违约行为并没有激励企业促使消费者做出知情选择，而是让企业有机会利用消费者的偏见，或迷惑消费者使其坚持或选择退出违约行为。”

15. Requirements for Overdraft Services, 45 § C.F.R. 205.17 (2010).

16. Lauren E. Willis, When Defaults Fail: Slippery Defaults, 80 U. Chi. L. Rev. 1155,1174–1175 (2012).

17. Id. at 1186–1187.

18. Id. at 1192.

19. Id.

20. Id.

21. Id. at 130.

22. Tatiana Homonoff, Essay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September 2013).

23. Willis, supra note 16, 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24. Punam Anand Keller et al., Enhanced Active Choice: A New Method to Motivate Behavior Change, 21 J. Consumer Psychol. 376, 378 (2011).

25. Ariel Porat & Lior J. Strahilevitz, Personalizing Default Rules and Disclosure with Big Data, 112 Mich. L. Rev. 1417 (2014).

26. Lauren Willis,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Fallacy, 101 Am. Econ. Rev. 429 (2011).

27. Sharon Brehm & Jack Brehm,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Control (1981); Louisa Pavey & Paul Sparks, Reactance, Autonomy and Paths to Persuasion: Examining Perceptions of Threats to Freedom and Informational Value,33 Motivation & Emotion 277 (2009).

28. Erin Frey & Todd Rogers, Persistence: How Treatment Effects Persist after Interventions Stop, 1 Pol’y Insights from Behav. & Brain Sci. 172 (2014). 探索了4种“持续性途径”，“解释持续性治疗产生效果的途径：建立心理习惯；改变人们的想法和方式；改变未来成本；以及利用外部强化。”

29. Hunt Allcott & Todd Rogers, The Short-Run and Long-Run Effects of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Energy Conservation, 104 Am. Econ.Rev. 3003 (2014); Henrik Crongvist et al., When Nudges Are Forever: Inertia in the Swedish Premium Pension Plan, 108 Am. Econ. Rev. 153 (2018).

第8章

1. David Foster Wallace, Commencement Address, Kenyon College, Gambier, Ohio,May 21, 2005.David Foster Wallace, in His Own Words, September 19, 2008.

2. Meghan R. Busse et al., Projection Bias in the Car and Housing Markets (Nat’l Bureau of Econ.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8212, 2012).

3.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2011).

4. Lauren Willis,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Fallacy, 101 Am. Econ. Rev. 429 (2011).

5. Friedrich Hayek, The Market and Other Order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Hayek 384 (Bruce Caldwell ed., 2013); italics added.

6. Sarah Conly, Against Autonomy (2012).

7. Stephen Darwell, The Value of Autonomy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Will, 116 Ethics 263, 269 (2006).

8. T. M. Wilkinson, Nudging and Manipulation, 61 Pol. Stud. 341, 347 (2013).

9. Id. at 351.

10. Conly, supra note 6.

11. Wilkinson, supra note 8, at 345.

第9章

1. “Don’t Tell Me What I Can’t Do!” Lost Compilation, YouTube (May 4, 2009).

2. Sharon Brehm and Jack L. Brehm,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Control (1981).

3.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51 (Jon Elster ed., 2007).

4. The Federalist No. 10. 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两大不同点在于：第一，在共和政体中，政府授权给由其他专业人士选出的少数公民；第二，公民人数越多，国家范围越广，后者可以扩大。第一个区别的效果是，通过把公众的意见传递给一个经过挑选的公民群体，使公众的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他们有智慧最能看出自己国家的真正利益，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正义的热爱也最不可能牺牲公众的意见来换取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在这样的规则下，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声音，将比为这个目的而召集来的人民自己发出的声音更符合公共利益。

5. Oren Bar-Gill and Cass R. Sunstein, Regulation as Delegation, 7 J. Legal Analysis 1(2015).

6. Edna Ullmann-Margalit & Sidney Morgenbesser, Picking and Choosing, 44 Soc. Res.757 (1977); Edna Ullmann-Margalit, Normal Rationality (Avishai Margalit & Cass R.Sunstein eds. 2017).

7. Tali Sharot et al., How Choice Reveals and Shapes Expected Hedonic Outcome, 29 J.Neuroscience, 3760 (2009).

8. Nicola J. Bown et al., The Lure of Choice, 16 J. Behav. Decision Making 297 (2003).

9. David Owens et al., The Control Premium: A Preference for Payoff Autonomy, 6 Am.Econ. J.: Microeconomics 138 (2014).

10. Suzanne C. Thompson, Illusions of Control: How We Overestimate Our Personal Infuence, 8 Current Directions Psychol. Sci. 187 (1999).

11. Sebastian Bobadilla-Suarez et al., The Intrinsic Value of Control: The Propensity to Under-Delegate in the Face of Potential Gains and Losses, 54 J. Risk & Uncertainty 187 (2017).

12. David Owens, Zachary Grossman, & Ryan Fackler, The Control Premium: A Preference for Payoff Autonomy, 6 Am. Econ. J.: Microeconomics 138 (2014);Björn Bartling, Ernst Fehr, & Holger Herz, The Intrinsic Value of Decision Rights, 82 Econometrica 2005 (2013).

13. Tohn Stuart Mill. On Liborty, in On Liborty 5, 76 (stefam Collini ed. 1859/1989).

第10章

1. Sarah Conly, Against Autonomy (2012); Ryan Bubb & Richard Pildes, How Behavioral Economics Trims Its Sails and Why, 127 Harv. L. Rev. 1593 (2014).

2. 请注意，选择自由无论从何种合理的角度来看，都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Daniel Benjamin et al., Beyond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Toward Well-Being Indices Based on Stated Preference, 104 Am. Econ. Rev. 2698 (2014); Björn Bartling et al.,The Intrinsic Value of Decision Rights (U. of Zurich, Dep’t of Econ. Working Paper No. 120, 2013). Matthew Adler, Well-Being and Fair Distribution: Beyond Cost–Beneft Analysis (2011).

3. Nat’l High. Traf. Safety Administration, Final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for MY 2017–MY 2025, August 2012, table 13.

4. Xavier Gabaix & David Laibson, Shrouded Attributes, Consumer Myopia, and Information Suppression in Competitive Markets, 121 Q. J. Econ. 505, 511 (2006).

5. Light-Duty Vehi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Standards and 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Standards; Final Rule, Part II, 75 Fed. Reg. 25,324, 25,510–25,511(May 7, 2010).

6. Hunt Allcott & Michael Greenstone, Is There an Energy Effciency Gap?, 26 J. Econ.Persp. 3 (2012).

第11章

1. Max Bazerman et al., Reversals of Preference in Allocation Decisions: Judging an Alternative versus Choosing among Alternatives, 37 Admin. Sci. Q. 220 (1992).Christopher Hsee et al., Preference Reversals between Joint and Several Evaluations of Options, 125 Psychol. Bull. 576 (1999). Yin-Hui Cheng et al., Preference Reversals between Joint and Separate Evaluations with Multiple Alternatives and Context Effects, 120 Psychol. Rep. 1117 (2017).Amos Tversky & Richard Thaler, Preference Reversals, 4 J. Econ. Persp. 201 (1990); Amos Tversky et al., The Causes of Preference Reversal, 80 Am. Econ. Rev. 204 (1990). 我认为，对某些此类逆转现象的最佳解释“规模兼容性”，与本文所探讨的那些现象属于同一类，尽管我不能在这里设立这一命题。

2. Christopher Hsee, The Evaluability Hypothesis: An Explanation for Preference Reversals between Joint and Separate Evaluations of Alternatives, 67 Organizational Behav. & Hum. Decision Processes 247, 248 (1996).

3. id.; Christopher K. Hsee, Attribute Evaluability: Its Implications for Joint-Separate Evaluation Reversals and Beyond, in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543–565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eds. 2000).  Max H. Bazerman et al., Explaining How Preferences Change across Joint versus Separation Evaluation, 39 J. Econ. Behav.& Org. 41 (1999).

4. Jeffrey R. Kling et al., Comparison Fric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Medicare Drug Plans, 127 Q. J. Econ. 199 (2012). 简而言之，该文献作者将比较摩擦描述为“比较信息的可用性和消费者对它的使用之间的楔子”。他们发现这个楔子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因为即使信息唾手可得，人们也不会使用它。比较摩擦和逆转偏好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我在这里关注的正是这种相关性；在现实市场和政治中，由于比较摩擦的存在，人们无法在单独的评估中获得他们本可以轻易获得的信息。

5. Shane Frederick et al., Opportunity Cost Neglect, 36 J. Consumer Res. 553 (2009).

6. Ted O’Donoghue & Matthew Rabin, Doing It Now or Later, 89 Am. Econ. Rev. 103(1999).

7. Hsee, supra note 2, at 253.

8. Id.

9. John A. List, Preferences Reversals of a Different Kind: The “More Is Less” Phenomenon, 92 Am. Econ. Rev. 1636 (2002).

10. Id. at 1641.

11. George Loewenstein, Exotic Preferences: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Human Motivation 261 (2007).

12. 在没有收集数据的情况下，我将在几个方面提供一些关于可以想象的群体会做些什么的推测。我的希望是，这些推测将足够可信，是一种逻辑上的必要性(假设)，甚至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数据的缺失就不再是问题。但我要强调的是，一些推测只是推测，有支撑数据的话会更好。

13. Cheng et al., supra note 1.

14. Christopher Hsee et al., Magnitude, Time, and Risk Differ Similarly between Joint and Single Evaluations, 40 J. Consumer Res. 172 (2013).

15. Max H. Bazerman et al., Explaining How Preferences Change across Joint versus Separate Evaluation, 39 J. Econ. Behav. & Org. 41 (1999).

16. Mark Kelman, Yuval Rottenstreich, & Amos Tversky, Context- Dependence in Legal Decision-Making, 25 J. Legal Stud. 287 (1996).

17. Christopher Hsee & Jiao Zhang, Distinction Bias: Misprediction and Mischoice Due to Joint Evaluation, 86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 680 (2004).

18. Daniel Kahneman & Richard Thaler, Utility Maximization and Experienced Utility,20 J. Econ. Persp. 221 (2006); Daniel Kahneman et al., Back to Bentham?Explorations of Experienced Utility, 112 Q. J. Econ. 376 (1997).

19. Timothy Wilson & Daniel Gilbert, Affective Forecasting, 35 Advances Experimental Soc. Psychol. 345 (2003).

20. Hsee & Zhang, supra note 17.

21. Max Bazerman et al., Negotiating With Yourself and Losing: Making Decisions With Competing Internal Preferences, 23 Acad. Mgmt. Rev. 225, 231 (1998).

22. Max Bazerman et al., Joint Evaluation as a Real-World Tool for Managing Emotional Assessments of Morality, 3 Emotion Rev. 290 (2011).

23. Max Bazerman et al., Explaining How Preferences Changes across Joint versus Separate Evaluation, 39 J. Econ. Behav. & Org. 41 (1999).

24. Id.

25. Xavier Gabaix & David Laibson, Shrouded Attributes, Consumer Myopia, and Information Suppression in Competitive Markets, 121 Q. J. Econ. 505 (2006).

26. 没错，基于个人错误。我喜欢旧的11英寸苹果超薄笔记本电脑，但我买了新的笔记本电脑，它的屏幕很棒，虽然键盘很糟糕。

27. Max Bazerman et al., Explaining How Preferences Change across Joint versus Separate Evaluation, 39 J. Econ. Behav. & Org. 41 (1999).

28. Hsee, supra note 2.

29. Iris Bohnet et al., When Performance Trumps Gender Bias: Joint vs. Separate Evaluation, 62 Mgmt. Sci. 1225 (2015).

30. Id.

31.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 v. Campbell, 538 US 408 (2003);TXO 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509 US 443 (1993).

32. Cass R. Sunstein, Daniel Kahneman, Ilana Ritov, & David Schkade, Predictably Incoherent Judgments, 54 Stan. L. Rev. 1153 (2002).

33. Id.

34. Id.

35. Daniel Kahneman et al., Shared Outrage and Erratic Awards: The Psychology of Punitive Damages, 16 J. Risk & Uncertainty 49 (1998).

36. Daniel Kahneman & Cass R. Sunstein,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oral Intuitions, in Neurobiology of Human Values: Research and Perspectives in Neurosciences 91(Jean-Pierre Changeux et al. eds. 2005).

37. Kahneman et al., supra note 35.

38. David Schkade et al., Do People Want Optimal Deterrence?, 29 J. Legal Stud. 237(2000).

39. Netta Barak-Corren et al., If You’re Going to Do Wrong, At Least Do It Right:Considering Two Moral Dilemmas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s Moral Consistency,64 Mgmt. Sci. 1528 (2017).

40. Cass R. Sunstein, How Do We Know What’s Moral?, N.Y. Rev. Books (Apr. 24,2014).

41. J. A. Hausman, Contingent Valu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2012); Handbook on Contingent Valuation (Anna Albertini & James Kahn eds. 2009).

42. e.g., Peter A. Diamond, Contingent Valuation: Is Some Number Better Than No Number?, 8 J. Econ. Persp. 45 (1994).

43. Daniel Kahneman, Ilana Ritov, & David Schkade, Economic Preferences or Attitude Expressions? An Analysis of Dollar Responses to Public Issues, 19 J. Risk &Uncertainty 220 (1999).

44. Id.

45. Id.

46. Janice Y. Jung & Barbara A. Mellers,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Nudges, 11 Judgment & Decision Making 62 (2016).

47. id.; Cass R. Sunstein, The Ethics of Infuence (2016).

48. Jung & Mellers, supra note 46.

49. Shai Davidai & Eldar Shafr, Are Nudges Getting A Fair Shot? Joint Versus Separate Evaluations, 3 Behav. Pub. Pol’y (forthcoming 2018).

50. Id.

第12章

1.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1981).

2.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1999).

3.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74 Fed. Reg. 4685 (January 29, 2009).

4. Corey Zarek, Agencies Continue to Deliver on Day-One Commitment to Open Government, White House Blog (July 14, 2016).

5. Louis D. Brandeis, Other People’s Money 92 (1914).

6. Archon Fung et al., Full Disclosure (2008).

7. Archon Fung and Dana O’Rourke, Reinven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the Grassroots Up: Expl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Success of the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25 Envtl. Mgmt. 115 (2000).

8. Partha Deb and Carmen Vargas, Who Benefts from Calorie Labeling? An Analy- sis of Its Effects on Body Mass (Nat’l Bureau of Econ.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1992, 2016).

9. Fung et al., supra note 6.

10. Senator Elizabeth Warren, Speech at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ulatory Capture Forum (March 3, 2016).

11. Samantha Power, “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2002).By the way, I like this book a lot, and I have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its author.

12. Max Farrand, The Record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 vol. 3, 367(1911)

13. United States v. Nixon, 418 US 683 (1974).

14. 44 USC §§ 2201–2207 (2012).

第13章

1.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20th Century: Late Lessons from Early Warnings(Poul Harremoes et al. eds. 2002); Arie Trouwborst, Evolution and Statu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Law (2002); Interpretin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Tim O’Riordan & James Cameron eds., 2002); Precau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reventive Public Policy (Joel Tickner ed., 2002); Protecting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mplementin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arolyn Raffensberger & Joel Tickner eds. 1999).

2. Benny Joseph, Environmental Studies 254 (2005).

3.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First European “Seas At Risk” Conference, Annex 1,Copenhagen, 1994.

4. Alan McHughen, Pandora’s Picnic Basket (2000).

5. Ling Zhong, Note, Nuclear Energy: China’s Approach toward Addressing Global Warming, 12 Geo. Int’l Envtl. L. Rev. 493 (2000). 当然，我们有理由敦促各国减少对燃煤电厂或核电的依赖，转而使用环保首选的替代能源，如太阳能。Renewable Energy:Power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Godfrey Boyle ed., 1996); Allan Collinson, Renewable Energy (1991); Dan E. Arvizu, Advanced Energy Technology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 Implications, 2 Fla. Coastal L. J. 435 (2001). 但这些替代方案可存在自身的问题，如可行性和费用问题。

6. Testimony of Vice Admiral Charles W. Moore, Deputy Chief of Naval Opera- tions for Readiness and Logistics, before the House Resources Committee, Subcom- mittee on Fisheries Conservation, Wildlife and Oceans, June 13, 2002.

7. Paul Rozin & Carol Nemeroff, Sympathetic Magical Thinking: The Contagion and Similarity “Heuristics”, in Heuristics and Biases: The Psychology of Intuitive Judgment (Thomas Gilovich, Dale Griffn, & Daniel Kahneman eds. 2002).

8. Id.

9. Paul Slovic, The Perception of Risk 291 (2000).

10. James P. Collman, Naturally Dangerous (2001).

11. Daniel B. Botkin, Adjusting Law to Nature’s Discordant Harmonies, 7 Duke Envtl. L.& Pol’y F. 25, 27 (1996).

12. Id., 33.

13. Collman, supra note 10.

14. Id., 31.

15. Richard H. Thaler,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and The Assumptions of Economics,in Quasi-rational Economics 137, 143 (1991) (arguing that “losses loom larger than gains”); Daniel Kahneman, Jack L. Knetsch, & Richard H. Thaler, 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ase Theorem, 98 J. Pol. Econ. 1325,1328 (1990); Colin Camerer, 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587, 665–670 (John H. Kagel & Alvin E. Roth eds. 1995).

16. Slovic, supra note 9, at 140–143.

17. Amos Tversky &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id., 3, 11–14.

18. Id., 11.

19. Id.

20. Id.

21. Slovic, supra note 9, at 40.

22. Daniel Steel, Philosophy a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Science, Eviden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2014).

23. Frank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t 19–20 (1921/1985)（将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或风险的可能性与被称为不确定性的不可知的不确定性区分开来）；Paul Davidson,Is Probability Theory Relevant for Uncertainty?A Post Keynesian Perspective, 5 J.Econ. Persp. 129, 129–131 (1991)（描述了真正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区别）；Cass R. Sunstein, Irreversible and Catastrophic, 91 Cornell L. Rev. 841, 848 (2006)（注意：风险来说，“概率可以被分配给各种结果”，而对于不确定性“没有这样的概率可供分配”）.Kenneth J. Arrow & Leonid Hurwicz, An Optimality Criterion for Decision-Making under Ignorance, in Uncertainty and Expectations in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G.L.S. Shackle 1 (C. F. Carter & J. L. Ford eds., 1972). Jon Elster,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app. 1 at 185–207 (1983).

24. Nassim Nicholas Taleb et al.,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Genetic Modifcation of Organisms) 10 (Extreme Risk Initiative—NYU Sch. of Eng’g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4).

25. Cass R. Sunstein, Worst-Case Scenarios (2009); Cass R. Sunstein, Irreparabil- ity as Irreversibility, 2018 Supreme Court Review 93.

26. Aaron Wildavsky, But Is It True? (1995), 433.

第14章

1. Amos Tversky &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185 Science 1124 (1974).

2. Jonathan Baron, Nonconsequentialist Decisions, 17 Behav. & Brain Sci. 1 (1994);Jonathan Baron, Judgment Misguided: Intuition and Error in Public Decision Making(1998); David Messick, Equality as a Decision Heuristic, i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Justice (B. Mellers & J. Baron eds. 1993).

3. Jonathan Baron, Nonconsequentialist Decisions, 17 Behav. & Brain Sci. 1 (1994).

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Norman Daniels, Justice and Justifcation:Refective Equilibriu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996).

5.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39 Am. Psychol.341 (1984).

6. Daniel Kahneman & Shane Frederick, Representativeness Revisited: Attribute Substitution in Intuitive Judgment, in Heuristics and Biases: The Psychology of Intuitive Judgment 49, 63 (Thomas Gilovich, Dale Griffn, & Daniel Kahneman eds. 2002);Barbara Mellers, Ralph Hertwig, & Daniel Kahneman, Do Frequency Representations Eliminate Conjunction Effects?, 12 Psychol. Sci. 469 (2001).

7. Stephen J. Gould, Bully for Brontosaurus: Ref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469 (1991).

8. Kahneman & Frederick, supra note 6, at 49, 63.

9. D. G. Myers, Intuition: Its Powers and Perils (2002).

10. Paul Slovic et al., The Affect Heuristic, in Heuristics and Biases: The Psychology of Intuitive Judgment 49, 63 (Thomas Gilovich, Dale Griffn, & Daniel Kahneman eds.2002).

11. Kahneman & Frederick, supra note 6, at 49, 63.

12. Joshua D. Greene & Jonathan Haidt, 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 6 Trends in Cognitive Sci. 517 (2002); Jonathan Haidt & Matthew Hersh,Sexual Morality: The Cultures and Emotions of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31 J.Applied Soc. Psychol. 191 (2002). Compare David A. Pizarro & Paul Bloom,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Moral Intuitions: Comment on Haidt, 110 Psychol. Rev. 193(2001).

13. Jonathan Haidt et al., Moral Dumbfounding: When Intuition Finds No Reason,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4).

14.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2 (J.H. Burns & H. L. A. Hart eds. 1970).

15.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28–29 (1861/1971); Henry Sigdwick, The Methods of Ethics 199–216 (1874); R. M. Hare, Moral Thinking: Its Levels, Method and Point(1981); J. J. C. Smart, An Outline of a System of Utilitarian Ethics, in Utilitari- anism:For and Against (J. J. C. Smart & B. Williams eds. 1973).

16. Mill, supra note 15, at 29. 人们普遍认为，道德的主要任务是识别合理的一般理论，并在理论出错时纠正直觉。B. Hooker, Ideal Code, Real World: A Rule-Consequentialist Theory of Morality (2000). 在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个具有煽动性的说法：每天保持道德和名义上的对公平的关心应该被视为针对现实问题的一组启发式，即如何促进效用。J.Baron, Judgment Misguided: Intuition and Error in Public Decision Making (1998). L.Kaplow & S. Shavell, Fairness versus Welfare (2002).

17. Amartya Sen, Fertility and Coercion, 63 U. Chi. L. Rev. 1035, 1038 (1996).

18. Frans de Waal, Good Natured: The Origi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1996); Elliot Sober & David Sloan Wilson, Unto Others: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r (1999); Leonard D. Katz,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orality: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2000).

19. Ethics and Evolution: 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 (R. A. Wilson& F. C. Weil eds. 2001).

20. Cass R. Sunstein, 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 (2003).

21. Brad Hooker, Ideal Code, Real World: A Rule-Consequentialist Theory of Morality(2000).

22. Gerd Gigerenzer et al., 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 (1999).

23.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39 Am. Psychol.341 (1984).

24. Amos Tversky & Daniel Kahneman,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 106 Q. J. Econ. 1039 (1991).

25. Daniel Kahneman, Jack L. Knetsch, & Richard H. Thaler, Fairness as a Con- straint on Proft-See king: Entitlements in the Market, 76 Am. Econ. Rev. 728 (1986).

26. Craig R. McKenzie, Framing Effects in Inference Tasks—and Why They Are Normatively Defensible, 32 Memory & Cognition 874 (2004).

27. Note also that loss aversion is quite robust in the real world.Colin Camerer,Prospect Theory in the Wild: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in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eds. 2000); Shlomo Benartzi & Richard H. Thaler, Myopic Loss Aversion and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in Choices,Values and Frames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eds. 2000).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仅仅或主要是由说话者的线索造成的。还需要注意的是，当提示存在时，其性质取决于说话者对框架效应存在的理解，否则，线索就是无效的。

28. Shane Frederick, Measuring Intergenerational Time Preference: Are Future Lives Valued Less?, 26 J. Risk & Uncertainty 39 (2003).

29. Richard Revesz,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the Discounting of Human Lives, 99 Colum. L. Rev. 941 (1999); Edward R. Morrison,Comment, Judicial Review of Discount Rates Used in Regulatory Cost–Benefit Analysis, 64 U. Chi. L. Rev. 1333 (1998).

30. Maureen L. Cropper et al., Preferences for Life-Saving Programs: How the Public Discounts Time and Age, 8 J. Risk & Uncertainty 243 (1994).

31. Shane Frederick, Measuring Intergenerational Time Preference: Are Future Lives Valued Less?, 26 J. Risk & Uncertainty 39 (2003).

32. Jonathan Baron, Can We Use Human Judgments to Determine the Discount Rate?, 20 Risk Analysis 861 (2000).这里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这个框架也可能表明说话者的意图，且受试者可能对场景的确定性程度敏感（例如，假设未来的死亡实际不会发生)。但尚恩·弗雷德里克(Shane Frederick)强烈怀疑这些解释的完整性。Shane Frederick, Measuring Intergenerational Time Preference: Are Future Lives Valued Less?, 26 J. Risk & Uncertainty 39 (2003). 我并非拒绝接受这些结果，仅想说明直觉对框架的敏感性。Frances Kamm, Moral Intuitions,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Harming-versus-Not- Aiding Distinction, 108 Ethics 463 (1998).

33. Cass R. Sunstein, Lives, Life-Year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104 Colum. L. Rev.205 (2004).

34. Kip W. Viscusi, Corporate Risk Analysis: A Reckless Act?, 52 Stan. L. Rev. 547,547, 558 (2000).

35. Phillip E. Tetlock et al.,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thinkable: Taboo Trade- Offs,Forbidden Base Rates, and Heretical Counterfactuals, 78 J. Personality & Soc.Psy- chol. 853 (2000).

36. Kip W. Viscusi, Corporate Risk Analysis: A Reckless Act?, 52 Stan. L. Rev. 547(2000).

37. Phillip E. Tetlock et al.,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thinkable: Taboo Trade-Offs,Forbidden Base Rates, and Heretical Counterfactuals, 78 J. Personality & Soc.Psychol. 853–870 (2000).

38. 非常感谢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提出该建议。

39. Frank Ackerman & Lisa Heinzerling, Priceless: On Knowing the Price of Every- 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 (2004).

40. Cass R. Sunstein, Risk and Reason: Safety,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2002).

41. Michael Sandel, It’s Immoral to Buy the Right to Pollut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5, 1997); Steven Kelman, What Price Incentives? Economists and the Environment (1981).

42. Jonathan J. Koehler & Andrew D. Gershoff, Betrayal Aversion: When Agents of Protection Become Agents of Harm, 90 Org. Behav. & Hum. Decision Processes 244 (2003).

43. Id.

44. Id. at 244.

45. Id.

46. Ilana Ritov & Jonathan Baron, Reluctance to Vaccinate: Omission Bias and Ambigu- ity, 3 J. Behav. Decision Making 263 (1990).

47. John Darley et al., Incapacitation and Just Deserts as Motives for Punishment,24 L. & Hum. Behav. 659 (2000); Kevin M. Carlsmith et al., Why Do We Punish?Deterrence and Just Deserts as Motives for Punishment, 83 J. of Personality &Soc. Psychol. 284 (2000).

48. Daniel Kahneman, David Schkade, & Cass R. Sunstein, Shared Outrage and Erratic Awards: The Psychology of Punitive Damages, 16 J. of Risk & Uncertainty 49 (1998); Cass R. Sunstein et al., Punitive Damages: How Juries Decide (2002).

49. Kahneman & Frederick, Representativeness Revisited: Attribute Substitution in Intuitive Judgment, in Heuristics and Biases: The Psychology of Intuitive Judgment 49, 63 (Thomas Gilovich, Dale Griffn, & Daniel Kahneman eds. 2002).

50. Ilana Ritov & Jonathan Baron, Reluctance to Vaccinate: Omission Bias and Ambiguity, 3 J. Behav. Decision Making 263 (1990).

51. Jonathan Baron, Morality and Rational Choice 108, 123 (1993).

52. Id.

53. Jonathan Baron & Ilana Ritov, Intuitions about Penalties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rt Law, 7 J. Risk & Uncertainty 17 (1993).

54. Mitchell A. Polinsky & Steven S. Shavell, Punitive Damages: An Economic Analysis,111 Harv. L. Rev. 869 (1998).

55. Cass R. Sunstein, David Schkade, & Daniel Kahneman, Do People Want Optimal Deterrence?, 29 J. Legal Stud. 237, 248–249 (2000).

56. L. Kass, The Wisdom of Repugnance, in The Ethics of Human Cloning 17–19 (L.Kass & J. Q. Wilson eds. 1998).

57. Id.

58. P. Rozin, Technological Stigma: Some Perspectives from the Study of Contagion,in Risk, Media, and Stigma: Understanding Public Challenges to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1, 38 (J. Flynn, P. Slovic, & H. Kunreuther eds. 2001).

59. Id.

60. Id.

61. A. McHughen, Pandora’s Picnic Basket (2000).

62. E. Schlosser, Fast Food Nation: The Dark Side of the All-American Meal (2002).

63. J. Haidt & M. Hersh, Sexual Morality: The Cultures and Emotions of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31 J. Applied Soc. Psychol. 191–221.

64. Haidt et al., supra note 13.

65. Washington v. Glucksberg 1997, 724–725.

66. J. Baron & I. Ritov, Intuitions about Penalties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ort Law, 7 J. Risk & Uncertainty 17–33.

67. B.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in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J. J. C.Smart & B. Williams eds. 1973).

68. J. J. Thomson, The Trolley Problem, in Rights, Restitution and Risk: Essays in Moral Theory 31 (J. J. Thomson & W. Parent eds. 1986).

69. F. Kamm, Morality, Mortality, Vol. 1: Death and Whom to Save from It 8 (1993);generally R. Sorenson, Thought Experiments (1992).

70. B. Hooker, Ideal Code, Real World: A Rule-Consequentialist Theory of Morality(2000); J. Raz, The Relevance of Coherence, in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277–326 (J. Raz ed. 1994).

71. J.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第15章

1. Frances Kamm, Intricate Ethics (2006); Bernard Williams,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in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J. C. Smart and Bernard Williams eds. 1973).

2. 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t)的《什么是重要的》(On What Matters, vol. 1, 2013)探讨了主流伦理理论之间的差异性，并表明了它们的趋同性。我始终以传统的方式反对结果论和义务论。

3. C. R. Sunstein, D. Schkade, & D. Kahneman, Do People Want Optimal Deterrence?,29 J. Legal Stud. 237–253.

4. 然而请注意，相关的研究结果只涵盖了大脑区域中很小的一部分（义务论判断或由此处产生）。而且一些证据并不支持判断与自动处理显著相关的观点。Andrea Manfrinati et al., Moral Dilemmas and Moral Prin- ciples: When Emotion and Cognition Unite, 27 Cognition & Emotion 1276 (2013). 还要注意的是，学习和文化也很重要，我们没有太多跨文化的证据证明义务论、自动处理和文化三者之间是何关系。

5. Henry Sidgwick, The Methods of Ethics 425–426 (1981).

6. Joshua D. Greene, Reply to Mikhail and Timmons, in Moral Psychology: 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 Emotion, Brain Disorders, and Development 3 (Walter-Sinnott-Armstrong ed. 2007).

7. Judith Jarvis Thomson, The Trolley Problem, in Rights, Restitution and Risk: Essays in Moral Theory (J. J. Thomson & W. Parent eds. 1986).

8. Joshua D. Greene, Brian R. Somerville, Leigh E. Nystrom, John M. Darley, & Jonathan D. Cohen,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293 Science 2105, 2106 (2001). 针对格林等人著作中的方法论，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问题，尤其是推断因果关系的难度。Selim Berker, The Normative Insignifcance of Neuroscience, 37 Phil. & Public Affairs 293, 305–313 (2009).

9. Joshua D. Greene,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oral Judgment, 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M. S. Gazzaniga ed., 4th ed., 2009).

10. Fiery Cushman, Dylan Murray, Shauna Gordon-McKeon, Sophie Wharton, &Joshua D. Greene, Judgment before Principle: Engagement of the Frontoparietal Control Network, 7 Soc.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888 (2011).

11. Id., 893.

12. Id., 894.

13. Id., 893.

14. Michael L. Koenigs, Liane Young, Ralph Adolphs, Daniel Tranel, Fiery Cush- man,Marc Hauser, and Antonio Damasio, Damage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446 Nature 908, 909 (2007).

15. Id., 909–910.

16. Joshua D. Greene, Why Are VMPFC Patients More Utilitarian? A Dual-Process Theory of Moral Judgment Explains, 11 Trends in Cognitive Sci. 322 (2007).

17. Mario Mendez, Eric Anderson, & Jill S. Shapira, An Investigation of Moral Judgment in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18 Cognitive & Behav. Neurology 193 (2005).

18. Id. 需要注意的是，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本身只表明相关性，并不能区分因果关系。如果在我们做出决定Y的过程中，区域X是活跃的，那么并不一定是X产生了Y决定，也不一定是Y导致了X活跃，也有可能两者都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例如，做出义务论判断的行为可能会引起情绪反应（由大脑杏仁核和/或前额叶皮层处理）。而病变研究则可能显示原因和结果。

19. Elinor Amit & Joshua D. Greene, You See, The Ends Don’t Justify the Means:Visual Imagery and Moral Judgment, 23 Psychol. Sci. 861, 862 (2012).

20. Id., 866.

21. Joshua D. Greene, Sylvia A. Morelli, Kelly Lowenberg, Leigh E. Nystrom, and Jonathan D. Cohen,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107 Cognition 1144, 1151 (2008).

22. Andrea Manfrinati et al., Moral Dilemmas and Moral Principles, 27 Cognition &Emotion 1276 (2013) .与结果论相比，义务论思维方式的形成需要更多时间，且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参与了两种思维方式的道德判断。

23. Joseph M Paxton, Leo Ungar, & Joshua D. Greene, Refection and Reasoning in Moral Judgment, 36 Cognitive Science 163, 171–172 (2012).

24. Id., 166.

25. Joshua D. Greene, The Secret Joke of Kant’s Soul, in 3 Moral Psychology: The Neu- roscience of Morality: Emotion, Brain Disorders, and Development 36 (W.Sinnott- Armstrong ed. 2007);

26. Joshua D. Greene, From Neural “Is” to Moral “Ought”: What Are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Neuroscientifc Moral Psychology?, 4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847–850, 847 (2003) R. Dean, Does Neuroscience Undermine Deontological Theory?, 3 Neuroethics 43–60 (2010). Joshua D. Greene, Beyond Point-and-Shoot Morality: Wh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Matters for Morality, 124 Ethics 695 (2014).这篇概述特别有价值，我从中受益颇多。

27. N. Paharia, K. S. Kassamb, J. D. Greene, and M. H. Bazerman, Dirty Work, Clean Hands: The Moral Psychology of Indirect Agency, 109 Organizational Behav.& Hum. Decision Processes 134–141, 140 (2009); S. Berker, The Normative Insignifcance of Neuroscience, 37 Phil. & Pub. Aff. 293–329, 327–329 (2009).

28. Cass R. Sunstein, David Schkade, & Daniel Kahneman, Do People Want Optimal Deterrence?, 29 J. Legal Stud. 237, 248–249 (2000).

第16章

1. Shanto Iyengar, Guarav Sood, & Yphtach Lelkes, Affect, Not Ideology: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on Polarization, 76 Pub. Opinion Q. 405 (2012).

2. Id.

3. Id.

4. Anthony Greenwald, Debbie E. McGhee, & Jordan L. K. Schwartz,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74 J.Personality & Soc. Psychol. 1464 (1998); N. Sriram & Anthony G. Greenwald, The Brief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56 Experimental Psychol. 283 (2009). 自引入以来的11年里，内隐联想测验作为衡量关联强度的方法已经被用于几百项研究中。

5. Greenwald, McGhee, & Schwartz, supra note 4, at 1474; Scott A. Ottaway, Davis C.Hayden, & Mark A. Oakes, Implicit Attitudes and Racism: Effects of Word Familiarity and Frequency 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19 Soc. Cognition 97, 130 (2001);Shanto Iyengar & Sean J. Westwood, Fear and Loathing across Party Lines: New Evidence on Group Polarization, 59 Am. J. Polit. Sci. 690 (2015).

6. Iyengar & Westwood, Fear and Loathing across Party Lines, supra note 5, at 9.

7. Iyengar, Sood, & Lelkes, supra note 1, at 416 (showing a steady decrease in racial polarization from 1964 to 2008).

8. Id. at 415–418.

9. Id.

10. Id.

11. Paul Taylor et al., The Rise of Intermarriage, Pew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 7(February 16, 2012),.

12. Id. at 36.

13. Frank Newport, In U.S., 87% Approve of Black-White Marriage, vs. 4% in 1958,Gallup (July 25, 2013).

14. Iyengar & Westwood, supra note 5, at 14.

15. Id. at 15–16.

16. Id。

17. Id。

18. Geoffrey D. Munro, Terell P. Lasane, & Scott P. Leary, Political Partisan Prejudice:Selective Distortion and Weighting of Evaluative Categories in College Admissions Applications, 40 J. Applied Soc. Psych. 2434, 2440 (2010).

19. Id.

20. Iyengar & Westwood, supra note 5, at 20.

21. Yphtach Lelkes & Sean J. Westwood,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Partisan Prejudice(Working Paper, 2014).

22. Id. at 9.

23. Id. at 10.

24. Id. at 11.

25. Id. at 14.

26. Lilliana Mason, “I Disrespectfully Agre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tisan Sorting on Social and Issue Polarization, 59 Am. J. Pol. Sci. 128 (2015); Adrian Furnham,Factors Relating to the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11 J. Soc. Behav. &Person- ality 615, 620 (1996).

27. Iyengar et al., supra note 1, at 422–423; Mason, supra note 26, at 14.

28. Iyengar et al., supra note 1, at 425–427. Guarav Sood, Shanto Iyengar, & Kyle Dropp, Coming to Dislike Your Opponents: The Polarizing Impact of Political Campaigns (Working Paper, April 2013).

29. Yphtach Lelkes, Shanto Iyengar, & Gaurav Sood, The Hostile Audience: Selective Exposure to Partisan Sources and Affective Polarization (Working Paper, 2013).

30. Brendan Nyhan & Jason Reifer,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32 Pol. Behav. 312–313 (2010).

31. Id. at 314-315.

32. Id. at 320. An important set of qualif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can be found in Thomas Wood & Ethan Porter, The Elusive Backfire Effect: Mass Attitudes’Steadfast Factual Adherence (2018), Political Behavior (forthcoming). 论文显示，在众多领域中，即使纠正行为挑战了已存在的政治信念，也不会造成“逆火效应”。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我们需要知道“逆火纠正”现象的边界。坚信先前的信念一定会降低纠正行为的作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不信任消息来源也与之相关。

33. Brendan Nyhan, Jason Reifer, & Peter A. Ubel, The Hazards of Correcting Myths about Health Care Reform, 51 Med. Care 127, 127 (2013).

34. Id. at 129-130.

35. Id.

36. Id.

37. Nyhan & Reifer, supra note 30, at 321.

38. Id. at 321-322.

39. Geoffrey Cohen, Party over Policy, 85 J. Persp. Soc. Psychol. 808 (2003).

40. 同上.

41. The Federalist No. 10 (James Madison).

42. Pub. L. 101-510, 104 Stat. 1485 (1990).

43. The 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 Pub. L. 112-25, S. 365, 125 Stat. 240 (2011).

44. Id.



[image: ]



[image: ]




(1)电影《十二怒汉》是一部黑白电影，讲述了一个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而担任此案陪审团的12个人要于结案前讨论案情，而讨论结果必须一致通过才能正式结案的故事。——编者注

(2)极客跑分是一款电子产品性能测评的软件。——编者注

(3)埃尔德·沙菲尔是一位行为科学家。他与行为科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合著的《稀缺》，揭示了稀缺心态的复杂成因，并提出以“余闲”牵制稀缺的应对之法。其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4)A丹尼尔·卡尼曼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家。他与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奥利维耶·西博尼、卡斯·R．桑斯坦合著的《噪声》系统性地指出：噪声是影响人类判断的黑洞。其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image: 像高手一样解决问题]
      

    


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于2021年7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像高手一样解决问题

著者：伯纳德·加雷特　科里·菲尔普斯　奥利维耶·西博尼

电子书定价：98.99元

Cracked it!: How to solve big problems and sell solutions like top strategy consultants

by Bernard Garrette, Corey Phelps and Olivier Sibony, edition: 1

Copyright © Bernard Garrette, Corey Phelps and Olivier Sibony, 2018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shall not be mad

liable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测一测
你知道高手如何解决复杂问题吗？

1．人类大脑中的思考系统有哪些？（　　）

A．快思考

B．慢思考

C．左脑思考

2．问题解决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陷阱有哪些？（　　）

A．错误的问题陈述

B．套用错误的框架

C．无效沟通

3．问题解决4S法主要包括哪些步骤？（　　）

A．陈述和建构

B．求解和推销

C．共情和咨询

4．问题解决路径中的设计思维包括哪些主要步骤？（　　）

A．共情和定义

B．构思和原型

C．测试

5．问题解决4S法适用于哪些人群和职业？（　　）

A．学生

B．咨询师

C．企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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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像高手一样解决问题

作为战略学教授，我们常与各类受众进行交流，有本科生、MBA学生，也有企业高管。虽然背景各异，期望不同，但这些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怎样才能学以致用。

学生告诉我们，商业管理的概念和工具，相对比较容易理解。毕竟，对于拥有非商业领域高等学位的人士来说，对某个行业的结构进行分析，或评估一家公司是否具有成本优势，并非多么艰巨的智力挑战。对于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职场资深人士而言，这样的任务更是不在话下。而当我们想要将同样的工具应用到真正的商业情境之中时，商界人士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十分复杂，事实不清晰，期望会随时发生变化。商业知识，无论是在学校中学到的，还是在工作中领悟的，都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装满框架的宝藏，但这个宝藏并不能帮助他们识别和理解问题。

2014年，我们决定填补这一空缺，在巴黎高等商学院MBA专业开设“问题解决方法论”这门核心课程。我们很快意识到，需要将商业沟通中的一些方面纳入本课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读者从本书后面的内容中可了解到个中原因。在历经多次迭代和打磨之后，终于形成了我们在本书中介绍的这套方法论。

麦肯锡的顾问团队历时多年开发并凝练而成的问题解决方法论，为本书带来了极大的启迪。因为顶尖管理咨询企业的本质，就是要帮助高管搞明白他们面临的最为艰巨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而能够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地解决问题，这也是麦肯锡顾问的核心竞争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像这家伟大公司的每一个特质一样，随着学徒精神代代传承。奥利维尔对当年自己初出茅庐时得到大师指点始终心怀感激，恩情难忘。他也记得从合伙人到暑期实习生在内的所有同事，在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数不清的团队会议上向自己发出的挑战和鞭策。

我们非常感谢在过去几年间参加过问题解决与沟通研讨会的数百位学生和管理人员。他们不仅促使我们对这套方法论持续进行打磨，而且还不断提醒我们，其中有一些东西是缺失的：伯纳德希望课程的时间足够长，足以让学生意识到有必要对自身的问题解决技巧进行打磨，但实际时长又太过短暂，来不及让他们熟练掌握所需的全部工具和方法。学生和管理人员问，哪里能找到一本书，可以通过阅读来练就更加娴熟的问题解决技巧。我们希望，问题的答案现在就在读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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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你必须具备的超级技能

2004年7月16日，戴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宣布，长期担任戴尔公司高管的首席运营官凯文·罗林斯（Kevin Rollins）将接任戴尔首席执行官一职。在1996年加入戴尔之前，罗林斯曾担任贝恩咨询公司（Bain & Company）的副总裁兼合伙人，在那里，他为戴尔提出了著名的直销业务模式建议。在罗林斯履新之时，戴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电脑生产商，公司股价略高于35美元，是2000年夏季科技股泡沫破裂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在短短两年半之后的2007年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公司营收增长明显放缓，市场份额急剧下降，而惠普也将戴尔挤下了全球最大电脑制造商的宝座。戴尔的盈利一再低于分析师的预期，股价下跌了近三分之一。2006年末，由于电池爆炸起火事件，戴尔召回了400多万台笔记本电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发起了一项针对该公司会计违规行为的调查，涉及收入和支出的时间安排和确认，迫使戴尔重新公布了2003年至2006年的净利润明细。最终，一份内部员工调查直截了当地表明，大家对戴尔领导层的信心正在下降。

戴尔遇到了问题。股东和员工对发展形势感到不满，迫切希望公司业绩重回往日巅峰。作为董事长和最大的股东，迈克尔·戴尔对这个问题责无旁贷，他有极强的动力去迅速解决问题。如果你是2007年初在位的迈克尔·戴尔，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问题解决快与慢

戴尔在2007年初面临的问题，涉及一系列错综复杂、鲜为人知的因素，这使得问题难以界定，无法下手。这种复杂而不明确的问题十分古怪，很少发生，因此很难用常规方法来解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能感觉自己了解解决戴尔的问题所需的所有信息。对许多人来说，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凯文·罗林斯就是罪魁祸首，他应该被立刻撤职。以这种方式对情境进行建构，就是将挑战进行了简化。人们不必开展冗长而艰难的工作，对问题进行定义、建构和分析，随后生成数个潜在解决方案，从中进行选择，只需将解决问题的过程简化为在支持还是替换罗林斯之间进行选择即可。不管你给出怎样的建议，都会很快得出解决方案。

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极具开创意义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讲到，同一个大脑中往往拥有两套思考系统，这两套思考系统会因为我们的心理活动而不断发生“争执”。1我们默认的思维方式，包括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内，是快思考，也就是所谓的系统一思维。系统一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的、自动的、无意识的。在快思考时，我们会将注意力局限在眼前的信息上，不会去想方设法寻找那些能帮我们更好地掌握情况的信息，卡尼曼将这种倾向称为“眼前即世界”（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同时，快思考还具有联想性：关于某些我们所关注的情境的有限信息，大脑会触发记忆中的相关想法，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其快速激活，进而触发其他相关想法，以此类推。这种级联过程的结果就是，通过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应采取的行动进行连贯的故事建构，我们可以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快速理解新情况。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特别擅长妄下结论。

与快思考相反，慢思考，也就是系统二思维，是主动的、自发的，因为慢思考需要努力集中注意力，并进行有意识的思考。但这种努力要付出认知上的高昂成本，心智能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我们需要将其分配到问题之上，因此就有了“集中注意力”这个说法。在解决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时，我们往往会被“最省力定律”所吸引。这就是依靠速度更快、认知成本更低的系统一思维。随后，审慎的系统二思维便会单纯地赞同系统一思维的建议。但是，只要付出充分的努力，掌握足够的技巧，慢思维可以是有逻辑的、理性的、有条不紊的，慢思维可以敦促我们去寻找缺失的信息，对假设和信念提出质疑，利用工具和框架来对情况加以理解，从而获得对问题更为深刻、全面的掌握以及解决问题的更优思路。但大脑只有在快思考无法有效处理眼前的情况时，才会例外地触发慢思考。关于解决问题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人们以信念为基础去快速解决问题时，大脑中活跃的区域与进行深刻逻辑思考时所激活的区域是不同的。这表明，在解决问题时，不同的心智过程在竞相争夺控制权。2

在凯文·罗林斯和戴尔公司的故事中，我们很容易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过快的思考，或者在深思熟虑的慢思考过程中犯偷懒的毛病。当我们看到在凯文·罗林斯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与迈克尔·戴尔时代相比，戴尔的销售增长放缓，市场份额下降，收益预期目标达不到，股票价格下跌等信息时，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事实说服，认为无须去了解更多的情况。于是，我们的大脑迅速开始运转，在上述信息之间寻找关联。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罗林斯是首席执行官。这一点很容易触发许多人关于领导力的一个信念，那就是领导人有能力（或者说应该）主导他们所领导的组织的命运。这样一来，我们就将优秀的业绩归功于卓越的领导力，失败的业绩归咎于拙劣的领导力。在领导力和业绩指标之间建立关联，人们很快便可以建构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并果断给出解决方案：炒了罗林斯。

但是，当我们对这些信息提出疑问，并试图去寻找更多的信息时，是否还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呢？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发现，虽然戴尔公司的股价下跌，但依然比业内所有其他公司表现都好，那会怎样？如果在戴尔员工对高管的信心有所下降的情况下，罗林斯在员工心目中依然地位极高，受到全体员工的尊重和敬仰，那会怎样？如果我们获得了关于问题根源的其他一些信息，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分析思路？比如，戴尔是从索尼这家业内公认的可靠供应商那里购买了有质量问题的电池。又如，戴尔失去了市场份额第一的地位，是发生在惠普收购康柏（另一家大型计算机制造商）之后的事情。在对戴尔市场份额下降一事进行深入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其一部分原因是企业客户的需求放缓，终端消费者的需求增长，而戴尔本身并不擅长为终端消费者提供服务；另一部分原因是定制价值的下降，定制是戴尔公司客户价值主张的核心元素，而计算机组件的快速发展使得标准化机器足以满足绝大多数客户的需求。又如，我们了解到，戴尔将罗林斯提拔为首席执行官，是为了强化公司在企业客户和定制化服务上的战略重点，而不是为了转变公司的商业模式，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事实上，后者正是罗林斯想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意识到，公司出现的某些问题，比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戴尔公司的财务调查，是戴尔掌权期间所做的决定的结果，与罗林斯无关，那又会怎样？

当我们不再假设自己了解事实真相，而是去质疑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是否充分，并去努力寻找更多的信息时，我们就更有可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换一个角度去审视问题，从而得出不一样的，甚至更加优秀的解决方案。不经过上述思考过程就为戴尔公司在2007年初所遇到的问题给出有效解决方案，是非常不谨慎，甚至可能导致灾难的想法。虽然后果严重，但妄下结论这种情况依然十分常见。

其中就潜藏着问题解决过程之中的核心障碍——因思考速度太快（或太懒）而妄下结论的倾向。我们在理解问题时，花的时间太少，费的力气不够，拍脑袋相信一切尽在掌握。我们启动头脑中的联想机器，拿出因果关系的暗含假定，用这些有限的信息建构了一段关于事实及其背后原因的连贯而貌似合理的故事。正如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在其著作《原创》（Originals）3中所言，人们都会毫不费力地将他们获得的任何信息转变成有头有尾、绘声绘色的故事，哪怕这些信息之间毫无关联。就算是在一片噪声之中，人们也会无法自持地随处发现各种信号。

危险之处在于我们会笃信自己匆忙创造出来的故事，还会以这个故事为基础采取行动。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奥赛罗就是这一悲剧缺陷的典型。当他看到另一个女人手中拿着他送给妻子苔丝德蒙娜的爱情信物——手帕时，便决心杀妻。在奥赛罗看来，这个女人是从卡西奥那里获得了手帕，而这就说明苔丝德蒙娜将手帕赠予了卡西奥。叛徒埃古说服奥赛罗，让他认为苔丝德蒙娜和卡西奥是情人关系，而手帕就成了铁证。实情是，苔丝德蒙娜不小心将手帕弄丢了，埃古将手帕偷偷放在了卡西奥的住处。基于仓促的假设和错误的叙述，奥赛罗杀死了对他忠贞不二的妻子，由此也毁掉了自己最宝贵的爱情。回到现实生活中，虽然结果不一定如此可悲，但很多人都会冒着妄下结论的风险，在不对隐含假设或情绪进行质疑的情况下匆忙采取行动，而这也主宰了我们对事件和信息进行理解的方式。

解决方法，就是对问题进行更加透彻的思考，去寻找缺失的信息，去核查每一个线索，去权衡多方利弊，去调查所有可能的假设。但是，为了避免犯下奥赛罗的错误，我们也有可能会成为莎士比亚笔下最著名的人物——哈姆雷特。读者可能还记得，哈姆雷特王子是已故丹麦国王之子，他的叔父克劳狄（国王的兄弟）杀了国王，娶了王后为妻，篡权夺位。整个故事都围绕着哈姆雷特在为父报仇这件事上的犹豫不决而展开。哈姆雷特想要确定克劳狄有罪，光明正大地将其处死。他永无休止的犹豫不决，令他失去了行动力，还让他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剧终之时，整个皇室家族互相残杀，丹麦向宿敌挪威投降。

那么，你是奥赛罗还是哈姆雷特呢？你更倾向于在仓促间进行思考和行动，还是陷入无尽的左思右想而无法自拔？虽然妄下结论并采取行动是人们常犯的错误，但因分析过甚而优柔寡断，也是司空见惯的毛病。许多官僚机构都会在采取行动前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资料搜集，而结果依然是不采取任何行动。一方面，思考过程的快速或懒惰，使得我们可以节省下稀缺且代价高昂的心智资源，但由此得到的解决方案常常是拙劣且无效的；另一方面，慢思考和详尽的调查，对于解决复杂的商业问题而言十分必要，也是本书的关注焦点，但反思过程很可能会导致决策的延迟和行动放缓。组织和机构若想同时拥有高效能和高效率，就需要那些能克服这些挑战，从而解决复杂商业问题的人才。这些人需要像奥赛罗一样有行动力，像哈姆雷特一样细心，同时既不会像奥赛罗那样妄下结论，又不会像哈姆雷特那样陷于无尽的犹豫的恶性循环中。传统智慧告诉我们，要依据智慧、经验和专业知识来选拔出这样的人才。但随后我们将会了解到，仅仅是脑子聪明、经验丰富、受过培训可能还不够，一套系统化的问题解决方法论同样不可或缺。

专家也会给出糟糕的解决方案

我们都会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应对生活不断抛出的各种挑战，根本无法维持日常生活。“躲开交通阻塞，准时上班的高效通勤线路是哪一条？”“应该带出差来本地的朋友去哪里吃晚饭？”“怎么才能把假期长出来的肥肉减下去？”技术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并不是时刻都能派上用场。问题解决能力是人类思维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我们最为复杂的智力活动之一。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核心元素。

虽然每个人都会解决问题，但经理人和咨询顾问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企业花钱请他们，尤其看重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与传统观念唱对台戏的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是最先对经理人的工作展开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发现，经理人会花大量时间用来解决问题。4领导力顾问公司曾格福克曼（Zenger Folkman）对30多万名经理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全部管理层级上，问题解决能力是排名第二的重要竞争力。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年人技能调查显示，对于要求快速成长、具备较高管理技能的专业和技术岗位而言，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非常关键。6

诸如麦肯锡、波士顿和贝恩这样的管理咨询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解决商业问题。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颠覆式创新”之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1)最近所言：“管理咨询的基本商业模式，一百多年来都未曾改变，一直都是在一定时期将聪明的外部人士引入组织内部，请他们为企业客户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7怪不得麦肯锡的内部员工文件称，问题解决能力被视为公司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8管理咨询顾问的招聘过程，招聘者会通过压力极大的“案例访谈”来对应聘者的问题解决技能进行评估：访谈过程中，应聘者会看到一段简短的文字，其中讲述了某个隐去名字的客户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应聘者需要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一些公司还会运用正式的问题解决测试：根据咨询公司应试网站的统计，只有三分之一的合格应聘者能通过麦肯锡的测试。

那么，这些专业人士在解决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时究竟有多么优秀？我们可以从与专业技能和问题解决相关的研究中寻找线索。专家已经通过某一特定领域的大量研究和实践，积累了深刻的知识，并在头脑中对知识进行组织，方便随时调用。通常情况下，经理人和顾问会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专注于某一特定能力或行业领域，发展出相关专长。研究发现，针对专长领域之内的问题，专家比新手有优势：专家针对这些问题能调用更加丰富、成熟的思维模式，能通过与过往问题进行类比，更好地识别并理解现有问题。9专家也会运用其专业领域中更为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更审慎地评估约束条件下的潜在解决方案，并通过打磨解决方案来更有效地掌控其问题求解进程。10

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可以解释许多现象。比如，为什么有研究发现经验老到的税务会计能比新手更娴熟地从税法和会计惯例中引经据典，从而解决客户遇到的特定税务问题。11又如，为什么精益化生产专家在工厂里走一圈，就能指出应该在哪个环节降低工厂员工没有注意到的半成品库存，从而指明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

但是，在解决戴尔2007年面临的问题时，专业知识可能无关紧要，甚至可能成为绊脚石。这是因为专业知识是有限制条件的。虽然专家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内比新手更擅长解决问题，但当他们面对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时，或者当他们所在领域的任务条件发生变化时，他们却往往表现得和新手无异，甚至还不如新手。在面对超越自身专业领域的问题时，专家丰富而细致的思维模式，会限制他们理解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的能力。思维模式是僵化的，很难改变，尤其是在有过成功先例的情况下。专家可能会被自身的专业知识所束缚。心理学家、莱斯大学教授埃里克·戴恩（Erik Dane）发现，人们获得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越多，他们看待世界的特定视角就会越根深蒂固。12与新手相比，专家往往会对自己理解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的能力过于自信，这就会导致他们给出比新手更糟糕的解决方案。13

类比推理还可能导致专家在面对似曾相识的新情况时，给出拙劣的解决方案。当人们用类比法进行推理时，是要去解决一个全新的、没见过的目标问题。人们会考虑自己熟悉的其他“源设置”，通过相似性映射过程，将这些源设置与目标进行比较。通过找到一个自己认为与目标具有相似特征的源问题，人们便会认定一个解决了源问题或可以解决源问题的候选解决方案。整个过程如下：“我以前见过这样的东西，所以之前行得通的方法现在也行得通。”虽然类比推理是洞察力和创造力的宝贵源泉，但当解决问题的人仅凭表面的相似性做判断，而不去探究深层的因果联系，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类比时，就可能会导致其给出拙劣的解决方案。当解决问题的人在某个特定领域拥有深刻而丰富的经验时，他们脑海中的知识非常明晰，很容易随时提取，而这就让他们在新情况下更容易注意到相似的特征，忽略那些不同的特征，并给出肤浅的类比和拙劣的解决方案。14当你的工作范围超出专业领域，或者你的工作性质发生变化时，经验并不能很好地为你提供指导。

未知的未知

专业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某些问题来说，就连与其相关的专业知识也无法应对。与戴尔的案例一样，许多商业问题是复杂的、定义不清的、非常规的。复杂问题中往往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原因，令问题非常难以理解。定义不清的问题，是指目前的情况、期望的结果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清楚。复杂问题通常一开始都是定义不清和非常规的。非常规的问题都有其特点：我们不会经常遇到这类问题，没机会发展出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商业问题的复杂性，通常需要我们将各领域的知识整合为一体，达到除了博学大师之外无人能及的专业高度。

随着问题复杂性的增加，问题解决者就越来越有可能遇到“未知的未知”（通常被称作unk-unks），进一步对专业知识的价值形成挑战。15早在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于2002年一次新闻发布中将这个说法带入大众视野，开始广为流传之前，“未知的未知”仅限于在项目管理和工程专业人士之间使用。16虽然说起来有些拗口，但“未知的未知”，意思就是指解决问题的人在解决其不了解的问题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问到点子上。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言：“有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我们越是不清楚造成问题的原因，就越会在导致解决方案失败的事件发生时毫无防备，惊诧不已。

以创业为例，创业就是创业者寻找有价值的客户问题，尽心解决，换来钞票的过程。创业者识别出重要且广泛存在的问题，并开发出产品或服务作为解决方案，只要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就能提升企业盈利的机会。重要而有价值的客户问题通常非常复杂，并不为创业者所了解。研究显示，创业者很多时候并不会认识到自身对客户问题的无知，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向潜在客户讨教，从而发掘出自己不明白的地方，而是会遵从“梦想成真”原则：只要把东西做出来，客户就会来买。追踪全球风险投资动态的数据分析公司CB Insights，最近对200多家失败的创业公司进行了事后分析，发现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超过40%）是市场接受度低。这些企业开发出来的产品和服务，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客户的问题。

哥伦比亚的达维维恩达银行（Banco Davivienda）就是个很好的例子。2009年，波哥大的银行管理层发现了一个他们认为非常值得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哥伦比亚，近40%的人口都没有银行账户。银行迅速做出响应，设计了一款收费低廉、方便使用的银行账户，以遍布哥伦比亚的支行网点为基础进行推广。虽然营销攻势极其迅猛，但客户接受度仍然极低，整个计划以失败告终，从此销声匿迹。项目团队成员对失败原因进行了评估，最终认识到他们对想要去解决的问题的本质几乎毫无了解，而且放任了自身关于现有客户和解决方案的经验去扭曲他们对新问题的理解。

但是，某些事物是未知的，并不意味着这些事物是无法获知的。许多未知之所以是未知，是因为解决问题的人没能花足够的时间、力气和资源去认识问题的未知面。达维维恩达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失败面前，拿出了民族文化学家的精神，去更好地了解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们在财务交易中所面临的真实挑战。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无银行账户人士的日常生活之中，一连数周生活在目标客户所在的贫民区，一边观察，一边与当地人交流。银行工作人员开发出了典型的用户画像，包罗了目标客户所需进行的主要财务活动，他们在处理财务问题时的动机、行为以及遇到的麻烦。从用户画像中，他们从之前不了解的维度上识别出了无银行账户人士所面临的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在这件事上要花大量的时间，为了取现金或者付款，有时甚至要用一整天来跑腿和排队。

银行工作人员对无银行账户人士的问题有了全新的领悟，而且他们还知道，哥伦比亚几乎所有人都有手机，于是构思出了另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手机钱包，在无须造访分行，不用办银行卡，不用去找ATM机操作的情况下，与商户进行交易。但挑战依然存在，虽然达维维恩达银行的团队下大力气搞清楚了“未知的未知”，但还是要想方法解决现在已知的“不确定性”。就像手机钱包DaviPlata的执行总监胡安·卡洛斯·罗哈斯（Juan Carlos Rojas）所言：“在DaviPlata诞生之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即将服务的客户范围有多大。”从那之后，团队解决了这些不确定性，DaviPlata的产品也被成百上千万哥伦比亚人所接纳，还延伸到了周边的其他国家。17

上文围绕专业知识和“未知的未知”展开的讨论，是想告诉大家，在面对复杂的商业问题时，拥有问题所在领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是有帮助的，但也存在局限性。最重要的局限性，可能就是经验和专长会造成理解的错觉。在充满“未知的未知”的复杂问题面前，专家可能意识不到自身的无知，总以为在解决问题时能一眼看破全局。正如达维维恩达银行的案例所示，这样的思路很可能催生拙劣的解决方案。研究显示，在复杂决策的评估过程中，专业知识可能会让人过分自信，进一步加剧“眼前即世界”的快思考倾向，导致我们不愿意对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专业知识在复杂商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我们需要规范化的问题解决方法论

在解决复杂商业问题时，如果我们不能仅靠专家和专业知识的力量，那么还能做些什么呢？心理学研究显示，智商本身就能发挥作用。最近一项针对近14 000人参与的47项研究进行的综合分析显示，人们的智力水平，能对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性中近20%的差异进行解释。18虽然智商很重要，但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性中超过80%的差异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这也就是说，越聪明越好，但仅凭脑袋好使是不够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管理顾问公司不仅会聘用头脑聪明的人，利用这些人在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投入大量的资源，通过正式培训和指导他们的实际工作，来帮助这些人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决复杂商业问题的能力，对于经理人、咨询顾问以及聘用他们的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组织日益依赖于流动、跨职能、多学科团队去解决全新的商业挑战，这一能力也会变得愈加重要。就算你所在的组织环境目前还停留在传统的职能划分之上，很可能某一天你的老板就会让你领导或参与跨职能问题解决行动。你的事业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你在解决这类复杂问题时做出了多大贡献。而你在某个职能上的专长，虽然很有价值，但并不充分。

在解决复杂问题时，拥有专业知识和高智商还不能满足要求，因此企业在招聘拥有这类技能的人才时举步维艰也就不足为奇了。《金融时报》对企业的招聘负责人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始终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排在MBA毕业生最重要的五大技能之列。19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对招聘MBA毕业生的组织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受调查的各个行业之中，应聘者的全部重大技能差距里，问题解决能力排在第二位。20另一项针对公司招聘者的调查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最大技能差距，是问题解决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21组织需要能有效解决复杂问题的人，但这些组织也告诉我们，各大学并没有充分地开发出学生身上的这种竞争力。

我们很难用技术来弥补这一技能差距。虽然技术能帮我们解决诸多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并不能缓解我们对问题解决能力的迫切需求。还有许多分析师认为，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性只会与日俱增。由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加持的自动化，很可能会让人类的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无法在这方面取代人类的劳动或职位。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发表的《就业前景报告》（Future of Jobs Report）提出预测，在2020年，所有行业中36%的职位都将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作为核心能力要求的一部分，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也是此份报告重点强调的技能之一。2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年人调查数据同样显示出横跨各个行业、各个国家的对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需求的提升。23从现在往未来看，解决难题并有效沟通解决方案的能力，其重要性和价值只会越来越高。

如果专业知识、智商和技术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解决复杂的商业问题，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短期来看，在专业知识积累方面，我们并不能做到突飞猛进，提高智商的难度就更大了。在面对非常规的复杂问题时，我们也无法单纯凭借专业知识来解决。我们需要以一种可归纳的方式，了解如何去推理，进而解决复杂问题，同时避免落入优柔寡断的泥潭。我们还需要有效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智商，克服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匆忙下结论的巨大诱惑。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规范化的、可归纳的问题解决方法论，以及解决问题过程中每一步所需的实用工具。

规范化的方法论能帮到你。战略咨询师将职场新手调教成让客户掏心掏肺的顾问，继而培养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教会了他们如何使用有效的、通用的问题解决技巧。研究显示，解决问题不能仅凭脑力，许多学者对问题解决方法的培训对人的影响进行过研究。一份针对70项此类研究的调查显示，对特定过程和技巧进行培训，对问题解决的实际效果有提升作用。24遵从方法论，对于问题解决的实际效果而言非常重要。



数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发现了问题解决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障碍。如果我们想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对这些障碍进行了解，搞清楚如何克服。下一章，我们将向读者介绍问题解决过程中最险恶的陷阱。在第2章中，我们将给出一套方法论，以帮你战胜困难，绕过陷阱。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讲解如何将这套方法论应用于实践。


小结

1．和思考一样，问题解决也可以有“快”有“慢”。

〇　快：眼前即世界；联想式思维；建构故事。

〇　慢：逻辑化；理性；依循方法有条不紊；拿出调查的态度。

2．许多力图解决问题的商业界人士，都过分依赖于快思考，迅速跳跃到表面说得通的理解模式和貌似可行的解决方案上。

3．与快思考相反，优柔寡断也同样危险。

4．专业知识≠问题解决能力：专家依赖于其所在领域专业知识建构而成的思维模式，却很难发现自身专业知识的局限性，当条件发生改变时，就会“为自身的专业知识所困”。

5．复杂的、定义不清的问题，通常包含我们知道的重要的未知因素，以及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未知因素：

〇　有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未知的未知”。

6．人力资源部门的领导和招聘者认为复杂问题解决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〇　智商只能解释问题解决有效性差异中的20%。

〇　在未来，问题解决技巧的重要性将会变得更高。

7．掌握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将成为你的一笔巨大财富。


第一部分
问题解决的5大陷阱


第1章
问题解决的5大陷阱

我们在引言中讲到，为解决问题而拍脑袋想出来的方法，很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特别是在我们依赖于缺乏质疑甚至自己意识不到的假设，并不假思索地得出结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5个真实案例，来探讨以假设为基础的问题解决思路存在的几个陷阱。

案例1　音乐行业也会“跑调”


只要你曾经买过CD，就会记得第一次从互联网上下载MP3文件时的心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件事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之中。就像斯蒂芬·威特（Stephen Witt）在《音乐是如何变成免费午餐的》（How Music Got Free）1中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一样，1997年是MP3文件共享席卷全美国大学生的一年。令P2P文件共享成为主流的网站Napster于1999年华丽登场。一年之后，此网站平均每分钟就有2 000万用户同时下载14 000首音乐。“MP3”成为互联网搜索引擎上搜索量最大的关键词。

此时，就连对商业一窍不通的人，都能感受到音乐行业面临的压力。唱片业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整个行业掀起了一场针对文件共享行为的反击。第一道防线（也是音乐行业管理人员发现的最不堪一击的环节），就是录音棚和CD制造设备。新碟往往在正版CD正式上架之前就会出现在文件共享网站上，而这样的事情只有在盗版之人与“内奸”共谋时才能做到。唱片业花了大力气去打击盗版，甚至对所有每日出入工作地点的员工动用了机场才有的安检筛查设施。

结果并不奏效。“内奸”依然存在：一位CD生产工厂的经理在8年间从北卡罗来纳的工厂中偷带了2 000张专辑。而且，在新专辑上市当天的早上8点，谁都能走进唱片店把专辑买下来，再将文件传到网上，供全世界免费欣赏，再严格的安检措施都无济于事。唱片业很快就下结论，他们需要扼杀文件共享行为。

由于文件共享是非法行为，音乐行业的管理人员就直接按照诚实公民的套路出牌：跟执法机构打招呼。可惜，虽然说客前赴后继，却毫无作用。美国司法部和国会都不愿意跟腰缠万贯的音乐圈大佬为伍，去抵制在大学宿舍里玩电脑的“小屁孩”。而且，美国国会此前曾想要对歌词中的露骨和低俗内容进行监管，却遭到了整个音乐行业的奋力抵抗，这就导致音乐行业在国会山非常不受待见。与此同时，2000年音乐行业的收入依然增长势头强劲，高度集中化的唱片业依然保持着暴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说文件共享行为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谁也不相信。在后来的调查与和解过程中，人们发现，音乐行业暴利是靠非法的合谋定价而产生的。唱片业本想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只可惜演技太差。

既然防御不起效，那就进攻，哪怕冒着得罪年轻消费者的风险也在所不惜。2000年，唱片业接连起诉了与MP3相关的多个组织。美国唱片业联合会（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简称RIAA）起诉了MP3播放器制造商，18家唱片公司联合起诉了Napster网站。

在后一场著名的诉讼中，唱片公司大获全胜。从法律战的标准来看，诉讼结果出来得极快。2001年7月，Napster关门大吉。但这场胜利的代价极为高昂。2000年到2009年，唱片公司经历了“十年寒冬”，三分之二的收入蒸发殆尽。事实是，由他们打响并告捷的这场战役，本就是大错特错。



陷阱1：错误的问题陈述

这场灾难的核心是音乐行业看待文件共享行为的方式。对于行业管理者来说，文件共享就是彻头彻尾的盗版。此事发生在互联网上，但本质与20世纪80年代曼谷夜市贩卖的偷录音乐会音频的私制唱片或70年代兜售自家转录的磁带没什么两样。下载MP3文件，是音乐行业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偷盗行为，因此需要更为严苛的举措，动用更大规模的资源。但无论如何，问题还是盗版这个老问题。

这一假设不言而喻，行业管理者从来没有对此产生过质疑。他们将MP3和互联网技术所造成的问题定义为：“我们应如何终结（或极大地减少）音乐文件的非法共享行为，从而保护CD销售业务？”

另一个与此截然不同且更富成效的问题是：“音乐分销被技术的发展所改变，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赢利？”苹果公司就问出了这个问题。苹果公司于2001年发布iPod，又于2003年发布iTunes商店，从此为数字音乐分销创造出了全新的商业模式。iTunes音乐商店销售单曲，而非专辑，为消费者创建了随手可得的无缝体验，还引入了数字版权管理以限制盗版行为。这种做法并没有令盗版销声匿迹，就好像旅行支票不会让银行抢劫不再发生一样。但它创造出了规模庞大、利润可观的全新业务模式。数字音乐销售量直线飙升，到2012年，达到了40亿美元的巅峰（随后在Spotify和Tidal等会员制服务的打压下开始下降）。对于苹果公司而言，真正的商业机会不在音乐单曲的销售上，而在iPod的销售上：2006年到2010年，iPod的年均销量超过5 000万台，而苹果公司的年收入也达到了80亿美元，为随后的iPhone与其惊世骇俗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音乐行业也曾尝试过加入这场“游戏”。2002年，各大唱片公司投入重金，推出了PressPlay和MusicNet等昙花一现的音乐分销服务。而就算唱片公司推出了这类服务，它们也依然死死抓着打击盗版和保护唱片销量这件事不肯放手。举例来说，MusicNet下载服务在发布30天之后便彻底崩溃，PressPlay只允许用户在同一张CD上最多刻录同一位歌手的两首单曲。《微电脑世界》（PC World）将此类服务称为“史上最糟糕的科技产品”。由此看来，这些服务没能发展起来不足为奇。

唱片公司和苹果公司之间的对比，反映出了“点明问题所在”的重要性。音乐行业所定义的问题，并非他们能解决的问题。在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能将音乐转化为几兆字节的数字文件，同时伴随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时，人们应该看清楚：强迫消费者花14美元去购买整张专辑，只是一种垂死挣扎的商业模式。在美国，CD销售额从2000年的182亿美元跌落到2015年的15亿美元，跌幅高达92%。音乐行业并没有认识到技术所蕴含的巨大颠覆力，而是忙着去解决一个个错误的问题，去打一场场错误的战役。

这并不是说，如果他们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问题，结果就会皆大欢喜。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数字化革命都会缩小整个行业的利润。但整个音乐行业竟然无人去支持新兴的主流商业模式，也是令人匪夷所思。当人们将问题定义成无法下手解决的样子时，就很难看到其中潜藏的机会。

错误的问题陈述，是问题解决中存在的第一个陷阱。反过来，以有效的方式将问题陈述出来，也是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介绍的问题解决4S法(2)的第一步（陈述）。第3章将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展，向读者介绍如何形成有效的问题陈述。

案例2　格莱珉达能酸奶的定位


年收入高达130亿欧元的跨国公司达能的主要产品包括奶制品、饮料和婴儿食品。2005年10月，公司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里布（Franck Riboud）在巴黎与小微金融之父、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共进午餐。两人之间的对话令人难忘：尤努斯在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的获奖感言中提到了这次午餐，并在其著作《创造没有贫困的世界》（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2的序言中详细地讲述了这次会面，以此来作为“握手的力量”的绝佳注释。

尤努斯和里布聊到了贫困社区中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特别提到了尤努斯的家乡、全世界最穷困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两人发现，他们背后的两个组织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达能负责生产高质量的健康食品，尤其是婴儿与儿童食品。达能在营养相关的研发领域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因此有能力提供大量价格低廉的产品。而且，达能还肩负着极强的社会责任，获得了广泛赞誉。格莱珉银行在食品或营养方面没有竞争力，却能直接接触潜在的用户。格莱珉银行已经将其小微金融业务扩展到了孟加拉国最贫穷、最偏远的地区，尤努斯也是众人眼中不可撼动的“穷人英雄”。格莱珉银行还扩大了业务范围，进入了其他几个行业，比如通过格莱珉手机进入移动通信领域。所有的格莱珉银行分支机构，都属于“社会业务”，即不产生亏损或分红，收入只用来维持运营的慈善组织。达能尚未进入孟加拉国，而里布很希望能在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尝试通过社会业务来推广达能的产品。

尤努斯和里布的会面，促成了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Grameen Danone Foods Limited）这家生产酸奶的合资企业的诞生。这也是第一个有跨国公司参与社会业务的案例。

2005年10月“握手”之后，事情的进展非常之快。三天之内，一个小型团队就设计出了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的商业模式。随后，2006年3月，里布亲自前往孟加拉国，为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四个月之后，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购买了博格拉的一块土地。这座城市拥有20万人口，位于首都达卡西北部约300千米的地方。在足球巨星齐达内代言的工厂开工仪式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于2007年2月生产出了第一批酸奶，品牌名为消缇多（Shoktidoi），意为“能量酸奶”。

但是，企业后来的业绩却未能达到两位创始人的期望。3

他们的产品选择在生产启动没多久就暴露出了问题。消缇多是奶制品，储存和运输需要冷藏。鉴于孟加拉国的气候特点和基础设施不完备，冷藏链很难得到保证。若是推广某种无须冷藏的干燥的或状态稳定的食品，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效能，但达能将重点放在了“更加健康”的奶制品上，在几年前就将其饼干和零食业务卖掉了。他们还有一个选择是生产干燥的婴儿食品，达能仍在生产此类产品，但管理层认为向穷困的妇女销售婴儿食品，争议性太大，风险太高。欧洲的众多食品公司依然清晰地记得雀巢在30多年前向发展中国家销售婴儿奶粉时所遭遇的波折。人们严厉地指责雀巢公司企图阻止穷困的母亲对宝宝进行母乳喂养。多年之后，雀巢公司依然没能从中恢复过来。

不具备冷藏条件，酸奶很难储存和运输。除此之外，企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孟加拉国人认为牛奶是稀有的奢侈品。牛奶的供应和价格波动极大，而这就使得消缇多的成本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非常不稳定，而价格也超出了当地居民的支付能力。

企业对于消费者需求的判断同样存在问题。达能在研发上斥资巨大，就是为了让产品包含必需的营养成分。消缇多的营销定位，是作为一款提供儿童营养解决方案的产品，这只有在经常食用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效果。但是当地的消费者只是将这款酸奶当作零食，偶尔购买，根本达不到产品设计之初的效果。将所有因素考虑在内，酸奶这种产品并非当地消费者的最优选择。

该企业还面临着要去农村地区推广产品的挑战。在格莱珉小微金融（由“格莱珉女士”进行分销的小额信贷产品）的经验基础之上，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拉起了一支由独立女性组成的销售代表团队，即“消缇多女士”，让她们挨家挨户地去推销消缇多酸奶。他们认为，这是将产品推广到农村地区的唯一方法。创建起这样一支销售团队，给穷困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也为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的扶贫目标做出了贡献。

达能公司的领导层很快就意识到，由消缇多女士构成的销售网络是不可持续的。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聘用的女性数量总是会随着牛奶供应及其引发的产品价格变化而出现巨大的起伏。2008年2月，公司有273位活跃的消缇多女士；而到了同年9月，只剩下17位。最后，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不得不从头开始新一轮的招聘活动。多年以来，该公司的农村销售力量一直非常薄弱，极不稳定，从2010年以来，消缇多女士在500位上下起伏。绝大多数消缇多女士都不会在这一职位上坚持太久，原因在于她们无法通过销售消缇多酸奶来赚到足够维持生活的钱。

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整个农村营销行动从来没有正式打响。早在2008年，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就通过乡镇的杂货店来推广消缇多酸奶，提升销售额。2009年6月，杂货店的销售额占了消缇多酸奶销售额的80%。通过这样的分销网络，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向乡镇中产阶级销售的酸奶量远远超过了向穷困居民销售的酸奶量。这就使得他们的产品能定出更高的价格，能用上诸如电视广告和产品扩展（如风味酸奶和饮料）等更为传统的营销技巧。

基于这一全新的收入来源，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得以将业务缓慢发展起来，但从未实现过“缓解儿童营养不良”的目标。2015年，在投入生产8年，经过数轮战略评审和重组行动之后，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的销售量约为每年2 000吨酸奶，只占工厂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而城市地区的超市占据了销售额的绝大部分，对贫穷社区的影响微乎其微。

虽然有这样的结果，但达能和格莱珉银行的领导层基于从这一大胆实验中所习得的经验教训，依然认为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取得了成功。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本身的存续，以及达能对支持其发展的坚定信念，为全体达能员工注入了极强的行动力。创造并销售能为最大数量人群的健康做贡献的产品，成为达能战略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的经历，还为达能社区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达能社区是一个由该公司支持运营的非营利组织，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社会业务网络之一。



陷阱2：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

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源自对问题的拙劣定义。尤努斯和里布决心解决的这个重大问题，经过了大量的研究调查，早已被人们广泛认可。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事件中，近一半都源于营养不良。每年有约300万孩子因此而早夭。4这是一个目前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严峻问题，但并非不可解决。有数据显示，过去25年来，营养不良儿童的数量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

尤努斯和里布非常明智地将重点放在孟加拉国，甚至局限在该国问题最突出的某个地区，由此将问题缩小到了公司可施加影响的管理范围以内。将问题摆上桌面时，他们发现孟加拉国有40%的儿童存在发育迟缓的问题，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最严重的一个。尤努斯和里布通过对其合资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限定，将一个重大的全球化问题缩小为一个他们可以掌控的问题。达能也对这一行动投入了海量的资源，以极快的速度迅速成立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与典型的投资决策相比，此举可谓风驰电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极高的效能也将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推进了“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达能和格莱珉银行没有从“儿童营养不良”这个问题本身下手，对其进行分析，去寻找靠谱的、成本低廉的解决方案，而是以他们能提供的潜在解决方案为起点。销售渠道的选择，是建立在格莱珉银行的分销系统可以被复制到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的假设之上的。虽然在这条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对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形成了挑战，但格莱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从未放弃，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再爬起来，沿用同一条销售理念。同样，在产品端，人们假设，解决方案就存在于达能现有的产品之中。没有人认真严肃地对这一假设提出过挑战。人们普遍认为婴儿食品风险太高，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酸奶。事实是，其他选择也是存在的，比如即食治疗性食品（RUTF），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倡导下，这类食品如今正在用于帮助数百万非洲儿童提升健康水平。5该产品是混合了脱脂奶粉、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花生酱，能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这一产品能在没有冰箱冷藏的情况下在家中储存三到四个月，就算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也不会变质。

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备选的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将备选方案作为值得测试的假设，与简单地认定其正确性，两者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严格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尤努斯和里布的产品和分销方案，可以被视为有待确认和论证的假说。在这个案例中，值得赞叹的行动初始动力，再加上高层领导的支持，共同将这些假说转变为了不可挑战的坚定信仰。而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在下一章，我们将介绍问题解决4S法的第二步：假说和备选方案的作用——建构问题。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以假说为驱动的问题建构中存在的优缺点，并思考利用问题树方法来替代以假说为驱动的方法的可行性。

案例3　如何招到优秀的员工


作为代行呼叫中心运营商CallCo的人力资源总监，丽莎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她想知道怎样才能招到优秀的员工。6

和许多人才驱动型的公司一样，CallCo的招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去投放广告，对简历进行分类，组织多轮测试，还要进行面试。等这一系列事情都办完，只有不到10%的申请者能收到聘用通知，而真正加入公司的人就更少了。为了跟上计划的增长速度，CallCo不断提高目标，持续扩大招聘规模和范围。

丽莎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让她心存顾虑的问题是招聘决策的质量。尽管经验丰富的呼叫中心主管进行了多次面试，但他们往往会对同一位候选人持不同意见，而且也没有确定的方法来验证谁的判断更准确。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人力资源专家，丽莎知道，几十年的学术研究表明，面试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一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而一定有比面试更好的方法。

第二个让丽莎忧虑的问题是，她发现了公司招聘过程中可能存在偏见的一些迹象：CallCo真正聘用的少数族裔员工的比例，远低于该公司求职者中的少数族裔比例。这就造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如果CallCo对少数族裔候选人有歧视，那么不仅会失去优秀人才，还会面临声誉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丽莎的第三个担忧也很重要，而且其紧迫性甚至更高：招聘和培训人员的成本已经失控。招聘过程本身就成本高昂，主要原因是主管要花很多时间参加面试。然后，只要员工加入公司，就必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在职辅导，随后才能真正为公司创造效益。问题在于，许多新员工在公司待的时间不够长，刚完成培训就走人了，以至于CallCo根本无法收回招聘和培训成本。在员工流动率超过30%（新员工流动率更高）的现实情况下，CallCo将几乎一半的人力投资浪费在了没有留下来的员工身上。

经过研究，丽莎发现，人力资源分析解决方案提供商BigHRData为她心中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前景的解决方案。BigHRData的模型，依赖于发送给申请人的在线性格调查问卷。CallCo的新员工和更有经验的老员工都会接受同样的性格测试。利用机器学习算法，BigHRData可以识别出与较长在职者相关的性格特征，并选择具有这些特征的申请人。随着越来越多的申请者和新员工加入这个数据库中，算法将在预测申请者未来的去留上变得越来越智能，从而帮助CallCo更好地选择合适的员工。

这一解决方案，有可能同时解决丽莎发现的三个问题。第一，通过使用BigHRData的模型作为面试开始前的第一道筛选流程，CallCo的主管只会面试那些评分较高的申请人，从而减少了对每个求职者的面试次数。第二，利用数据而非人为喜好筛选简历，确保了选择的不偏不倚，而这也是一道坚实的防线，让人没法指控公司对少数族裔存在歧视。第三，BigHRData从采纳这一解决方案的公司那里已经得到了非常肯定的参考意见，这些公司的新员工的一年在职率开始显著增长。



陷阱3：套用错误的框架

丽莎反复思索是否应该像其他公司那样，成为BigHRData的客户。但她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经过一番思考，她终于想明白了。BigHRData迫使她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从一种特定的视角来看待问题：BigHRData提供了一个用以解决人力资源问题的框架，而这个框架使用的假设陈述不清、存在争议。

第一个假设是，在线人格调查问卷可以测量“性格”这种极富主观意义的东西。并非所有的性格测试都是可靠的。一个问题是，在某些测试中，如果同一个人参加了两次，那么两次的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另一个问题是，申请者是否会刻意表现出他们想要表达的性格特征，并由此在问卷测试中操纵性格特征。

就算性格可以通过在线测试得到快速而可靠的测量，BigHRData的方法也暗含了第二个假设，那就是，性格是CallCo公司员工高流动率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员工离开CallCo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工资太低，领导太差，在其他地方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等。在接受“员工的性格可以预测其任职时长”这一假设之前，丽莎是否应该找一找其他可能存在的原因？

丽莎的关注点，也就是她的问题陈述，集中在招聘流程上，而非人员流动率的降低。但如果解决方案是建立在招聘和离职率的联系之上的，那么关于这种联系的假设应该是明确的。在CallCo，某些性格特质和任职时长之间可能存在关联。BigHRData所产出的数据，可能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当只专注于这一关系而无视其他因素时，BigHRData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将性格与任职时长等结果相关联的框架和推理方式。选择这一框架，就意味着在分析中将其他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排除在外了。

为了找到这些因素，丽莎与准备离开CallCo的员工进行了离职面谈。她发现，由于工资低、工作环境差、管理方式粗暴，离职者一致对自己在CallCo的工作经历非常不满意。据那些离职员工说，留在CallCo的员工也有同样的悲观态度，之所以不走，是因为还没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

虽然丽莎不愿意根据区区几次采访就匆忙下结论，但她想到了BigHRData的性格模型在这种情况下会给出怎样的推荐。如果这个模型真的像广告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有效，那么，它就会识别出那些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不得不留在CallCo的员工身上所具备的任何雇主都不喜欢的性格特征，而且还会在求职者身上去寻找相同的特征！这种做法可能的确会降低人员流动率，这也是该模式在其他公司获得成功的原因。但这会对工作业绩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讨论中还没有提到这个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会对CallCo将一些电话接线员提升成为主管和经理的策略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丽莎真正想要寻找的解决方案吗？

套用错误的框架，是解决问题过程中存在的陷阱。丽莎险些坠入其中。这个案例和许多商业场景一样，同样的问题可以用上几种不同的框架。BigHRData框架中隐含的假设是“在职年限是性格的函数”。而丽莎在进行离职面谈后提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职年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包括工作满意度。”虽然这两种观点并非相互排斥，却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框架就像理论一样，是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其中隐含着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框架告诉我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注意什么，哪些变量是重要的，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和理解该情况的故事线索。但是框架和理论一样，存在一个隐藏的本质特征：在建议我们应该关注什么的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应该忽略什么。框架是对现实的建构。我们观察并关注框架之中的内容，却忽略框架之外的事物。就像文学理论家、哲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所言：“某个审视的角度，也意味着对其他角度的忽略。”7我们对框架的选择，会使我们对问题的重要方面视而不见，导致我们提出无效且代价高昂的解决方案。

这种认知偏见至少有两个名称：由哲学家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8提出的“工具定律”（law of the instrument）和以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名字命名的“马斯洛之锤”（Maslow's hammer）。马斯洛抓住了这种偏见的本质，他曾说过：“我想，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那么就非常容易将所有东西都当作钉子来对待。”9

CallCo的故事说明的关键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用来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概念框架中所隐含的假设。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们眼前的陷阱，就会让解决问题的努力被错误的框架引入歧途。因为框架是建构商业问题的关键工具，所以我们将用第6章一整章的内容来介绍问题解决4S法中的“结构”这一部分。

案例4　杰西潘尼的新战略


2011年6月14日，美国连锁百货公司杰西潘尼（Jc Penney，简称JCP）宣布，在苹果公司大获成功的零售商店负责人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将成为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10消息一经宣布，公司股价应声上扬，杰西潘尼的股票价格猛涨17.5%，市值增加10亿美元。约翰逊临危受命，其主要任务就是扭转这家境况不佳的零售商的颓势。杰西潘尼的销售额从2006年的峰值持续下滑，销售回报率少得可怜，仅为1%～3%，远低于竞争对手4%～5%的回报率。由此，杰西潘尼的股价从2007年3月每股82美元的高点，跌至消息发布前不久的每股30美元。

2011年11月1日，约翰逊正式上任，迅速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风暴。面对杰西潘尼市值日渐缩水的现状，他给出了两大解决方案，并落实到了重塑品牌的具体举措上。第一，约翰逊打破了杰西潘尼之前对促销和打折活动的痴迷（仅2011年一年就举办了600次促销活动），以简单明了的日常低价策略取而代之。这样一来，混乱的清仓货架和变来变去的价格标签就不复存在了。第二，之前的杰西潘尼出售许多自有品牌的商品，店面拥挤杂乱。约翰逊改变了这种做法，他将店面改造成由李维斯（Levi's）和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等品牌一一排列的精品店样式，布局宽阔通达，中间还设计成了城市广场的样子。作为改造计划的一部分，公司鼓励员工保持自己的着装风格，许多员工还配备了手持结账设备。该公司向员工传达了这些变革举措，称其为改头换面的品牌重塑。公司还发布了全新的标志，杰西潘尼从此变成了“JCP”。他们同时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活动，强调杰西潘尼全新的“公平合理的定价”，并利用强调不同品牌的新趋势和整体风格的着装指南，开展了一场直销活动。

这些改变，与杰西潘尼的客户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期望完全不符。2012年1月，约翰逊在纽约举办的发布会上公开宣布了这两项全新举措。为了将全新战略愿景落实下去，他计划投资数亿美元。2013年2月，当杰西潘尼公布2012年的业绩时，这笔投资的回报也水落石出，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公司的收入比前一年减少了43亿美元，同店销售额下降了25%。杰西潘尼报出了10亿美元的亏损，股价跌至每股18美元，库存现金从15亿美元降至9.3亿美元，令标准普尔将该公司的债务评级下调至CCC+，直接进入垃圾债券的行列。2013年4月，在任18个月的约翰逊黯然离职，继任者为前任首席执行官迈克·厄尔曼（Mike Ullman）。厄尔曼上任之后，迅速撤销了约翰逊的改革举措。



陷阱4：将问题狭隘化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可能很多，但约翰逊并没有掉进问题定义的大坑里。约翰逊在管理全美范围的零售商店方面有20多年的经验，这让他对业绩的关键驱动因素有着直观的理解。董事会在聘请约翰逊之前，就已经详细分析过杰西潘尼所遭遇的业绩问题，并认为约翰逊的个人形象符合公司要求。这表明，他们一致认为公司需要对消费者主张进行全面改革，并需要任命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来实施改革。看起来，杰西潘尼似乎真的需要在战略上做出转变，并从重新设计店内购物体验着手。

有明显迹象表明，约翰逊掉进了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他的营销策略——以不打折的价格在外观炫酷的商店里销售品牌产品，以及以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风格的主题演讲推广产品，似乎都借鉴了苹果公司的做法。当约翰逊下定决心在杰西潘尼复制苹果公司的战略时，根本没顾上去留意失败的迹象。那些对该战略提出质疑或建议他放慢执行速度的人都被解雇了，因为约翰逊确信：“怀疑主义会让创新失去活力。”但持怀疑态度的人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心存顾虑：2012年第一季度的销售目标没有达到，在5月的某一天，公司股价下跌了19.7%，6月有批评人士提出，消费者理解不了全新的定价策略，杰西潘尼只能眼看着死敌梅西百货兴高采烈地宣布市场份额和利润上涨的好消息。只有秉承真正死心塌地的坚定信念，才会无视敲响的警钟，一条道走到黑，显然，约翰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约翰逊的战略取得了成功，那么人们事后一定会赞扬他实施战略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首席执行官对战略充满激情，坚持不懈地积极执行，这难道不是壮烈的战略转型所需的领导特质吗？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约翰逊推行战略的方式，而在于这一战略本身根本不起作用。

这是令人费解的。约翰逊是一位经验丰富、非常成功的零售业高管，有媒体称他是“行业偶像”，“能将接触到的任何东西都变成金子”。在转战杰西潘尼时，他辞去的是全球最受瞩目的公司零售部门的高薪管理岗位，将自己的事业、声誉和部分财富压注在前者身上（约翰逊买了杰西潘尼公司5 000万美元的认证股权）。如此一位高级别玩家，怎么会将这么大的赌注压在一个大错特错的战略上呢？

关于这一谜团，新闻报道给出了一点线索。约翰逊指出问题可能在于商店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但他几乎没花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其背后的原因。前首席执行官厄尔曼在向杰西潘尼董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与约翰逊会面时，他完全没有就公司的运营状况提过问题。约翰逊从一开始就笃定地认为杰西潘尼的关键问题就是其消费者主张。但关于为什么消费者会对杰西潘尼感到不满意，关于这家商店，消费者喜欢哪里、不喜欢哪里，约翰逊似乎并不知道答案，也没想过要去寻找答案。2012年，约翰逊在接受《商业周刊》杂志采访时表示：“我以为人们只是厌倦了优惠券之类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些优惠券促销活动的确赢得了一部分顾客的欢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核心顾客比我自己所理解的更加依赖优惠券，更加喜欢使用优惠券。”作为杰西潘尼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逊不了解其核心客户对优惠券和折扣活动的钟爱，也说明他对问题的理解十分肤浅。

也许是迫于时间的压力，约翰逊认为自己没有时间去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就算是这样，约翰逊也完全可以利用渐进的、边走边学的方式来部署新战略。比如，在几家商店中进行小规模的试点，用来衡量顾客对每日低价策略和以精品为中心的销售模式的接受程度。但是，约翰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套解决方案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就直接假定自己是正确的，并迅速进行了全美范围的部署。据一家媒体报道，他仅在李维斯专卖店上就花费了近1.2亿美元。当被问及在落实这些方案之前是否想过要进行测试时，据说约翰逊不屑一顾地答道：“我们在苹果公司从不进行测试。”

约翰逊的不幸，源于他落入了将问题狭隘化的陷阱。当我们在处理貌似复杂、涉及多种因素的问题时，可能会觉得问题太过宽泛、无法驾驭。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总是禁不住诱惑，想要将问题的范围缩小，令其看起来和以前处理过的问题相差无几。随后，我们就会通过肤浅的类比进行推理，快速确定解决方案，而不会下苦功夫去深刻地理解问题。虽然这种生成解决方案的方法效率很高，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就像约翰逊和杰西潘尼的遭遇一样。

约翰逊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杰西潘尼的消费者的理解是多么肤浅，武断地采用了受苹果公司启发制定的解决方案——不打折的品牌商品，由充满个性的销售人员在装潢精致的环境中进行销售，而品牌形象则呈现新颖的极简主义风格。约翰逊的思路假定，杰西潘尼的客户与苹果商店的客户是没什么两样的，而事实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同时，这一假设也解释了为什么约翰逊认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解决方案进行试点。如果苹果商店的顾客和杰西潘尼的顾客差不多，那么在苹果公司发挥作用的策略，也能在杰西潘尼发挥作用。约翰逊对自身假设正确性的坚定信念，令他根本看不到这套解决方案的可能风险。

当我们面对复杂的、自己知之甚少的问题时，比如约翰逊在杰西潘尼所面临的问题，就要避免采用通过与其他情况进行类比来建构问题的思路。相反，我们应该下功夫从切身遭遇问题的那群人的角度去理解问题。这样的做法，可以帮助我们看见可能错失的找到解决方案的机会。我们还应该抵制全身心集中在同一个解决方案上的诱惑，为手头的问题生成多个潜在的解决方案。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原型化和对潜在解决方案进行测试的方法，来确定最佳解决方案，避免“孤注一掷”。

下一章，我们将介绍解决问题的设计思维路径。在第8章和第9章，我们将深入探讨设计思维路径，并说明设计思维如何与问题解决4S法的“陈述”“建构”“求解”阶段相关联。

案例5　无害的脂肪与有害的糖


研究显示，导致肥胖、糖尿病和冠心病的主要原因，是糖的过量摄入，而非脂肪的过量摄入。这一事实，是英国科学家约翰·尤德金（John Yudkin）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现的。他在著作《纯净、洁白和致命》（Pure, White and Deadly）中公开了这一观点11，并于20世纪70年代获得了广泛关注，而政策制定者则对他的发现不予理会。1995年尤德金去世时，他的研究成果早已被尘封多年，无人问津。12

2009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儿科内分泌学家罗伯特·拉斯蒂格（Robert Lustig）在《糖：苦涩的真相》（Sugar: the Bitter Truth）的演讲视频中，重新拿出了尤德金的研究成果。13这个视频在视频网站上获得760万次的浏览量，在长达90分钟的演讲中，拉斯蒂格对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果糖是导致全球肥胖大流行的“毒药”。虽然尤德金充满预见性的著作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但拉斯蒂格说，在完成研究之前，他从未听说过尤德金。

与此同时，40年来，各国的营养学家和公共卫生部门发布的膳食指南，始终在强调减少摄入饱和脂肪，对糖的作用与危害鲜少提及。虽然许多发达国家的肉类、黄油、鸡蛋和奶酪的消费量都在大幅下降，但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发病率仍在上升。这样的现实，丝毫没有动摇人们认为脂肪是坏东西的普遍观念。当所有人都在公开指责相对无害的脂肪时，包装食品和饮料行业却在我们的食品、饮料中添加有害的糖。如今，营养学家都在努力扭转一场他们没有预料到而实际上可能已经发生了的健康灾难。

那么，他们怎么会在这么长时间里犯下如此之大的错误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正确的故事所采用的传播方式颇为拙劣，而错误的故事所采用的传播方式很有说服力。

错误的故事理解起来更容易，也更容易讲述，更容易让他人接受。许多人从直觉上就笃定地认为，吃下更多的脂肪就会变得更胖。还有人认为，无论是哪种食物，一卡路里就是一卡路里，所以，不管吃什么，只要吃得多，运动量不够，就会发胖。14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某些类别的食物，比如酒精饮料和糖，是会致人上瘾的，也无法消除饥饿感，而这就使得这些食物比其他类别的食物更加有害。而食品饮料公司普遍会将高果糖玉米糖浆加入产品中（软饮料尤甚），还为那些对果糖与肥胖和疾病的相关性提出质疑的研究提供资助，进一步助推了这种错误理念的传播。

另外，经验证据和构思精巧的沟通方式，也对脂肪假说提供了支持性证据，而这令脂肪假说在科学界和政治领域赢得了关注。故事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突发心脏病。与许多政治家不同，艾森豪威尔坚持公开他的病情。他的主治医生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导美国人怎样避免罹患心脏病：停止吸烟，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这一建议源自明尼苏达大学安塞尔·基斯（Ancel Keys）教授的一项研究，他提出摄入过多饱和脂肪会导致体内胆固醇增多，而胆固醇会阻塞冠状动脉，最终导致心脏病。15

基斯是个头脑聪明、富有魅力、擅长辩论的人。美国总统及其主治医生，都公开支持了基斯的观点。这样的结合，在关键时刻促成了极富说服力的传播效果。心脏病的流行势头越来越猛，尤其是在中年男性群体中。一听说有某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医生和患者都不禁松了一口气。科学界呼吁基斯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为此，他在1958年到1964年间收集了来自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芬兰、荷兰、日本和美国的12 770位中年男性的身体数据和饮食数据。在“七国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似乎证实了他的假设，但这可能是科学史上对大数据的首次误用。这项研究存在严重的局限性。首先，国家的选择有问题。基斯将欧洲大陆的五个国家囊括在内，但漏掉了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法国和西德。这两个国家的人群虽然饮食富含饱和脂肪，但冠心病患病率都相对较低。其次，虽然基斯发现了脂肪摄入与心脏病之间的相关性，但他不能确定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存在的原因。

基斯富有说服力地说服了其他科学家和决策者，而且非常善于借助机构的支持与力量。他将自己的盟友安置在美国医疗保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团体和协会之中，这使得他能够将研究资金导向自己偏好的领域。就这样，他的假设逐渐成为人们的信条。美国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根据基斯的研究结果发布膳食指南。指南中的内容对许多西方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营养学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政府告诉国民不要维持均衡饮食，而是要禁止或减少摄入某种特定的营养素。

人们普遍认为，导致肥胖和心脏病的罪魁祸首是饮食中的脂肪而非糖。对这一现象的其他解释，就是尤德金在传达自己的观点时采用的方法比较缺乏说服力。这并不是因为尤德金在地位或信誉上有所欠缺。尤德金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也是英国首屈一指的营养学家。就连负责制定膳食指南的美国国会委员会，都特意安排了代表与他面谈！但他没能说服他们，也没能说服其他机构。

尤德金的核心论点相对直截了当。他知道，人类从一开始就是食肉动物，就连母乳中都富含饱和脂肪，而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健康问题。相比之下，精制糖在人们的饮食中只存在了几百年，这就令其更有可能被认定为是造成现代人面临的健康问题的罪魁祸首了。

但是，将糖与疾病联系起来的基本理论很难传达给大众。理解该理论需要一定的生物化学知识，而且这一理论与直觉相悖：糖怎么能比脂肪本身产生更多的有害脂肪呢？若想搞明白这一悖论，就需要生物学、化学和解剖学方面的丰富知识。16而实证方面的证据也来自烦琐的实验室实验，而非大规模样本研究。

基斯与对手展开了残酷的斗争，而这使得沟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称尤德金的理论是“一派胡言”，还指责尤德金是在为肉类和乳制品行业做宣传。他不留情面地对尤德金本人和他的发现进行讽刺。而尤德金从未以同样的方式做出过回应，他说话温和，举止文雅，并不擅长辩论和政治斗争。他的文章内容严谨、精准、含蓄。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学研究人员，却不太擅长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直到40年后，拉斯蒂格的视频才讲出了这段动人的故事。这个视频可谓科学沟通的杰作，其中传达的信息既简洁又震撼。一开头，拉斯蒂格就把他反直觉的结论讲述得非常清楚。随后，他用理性而有效的方式反驳了对手的理论，还利用鲜明的例子和隐喻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例如，为了说明糖的有害程度几乎和酒精相同（从化学角度讲，酒精是一种糖的衍生物），拉斯蒂格向观众提问，是否愿意将给孩子喝的可乐换成百威啤酒。拉斯蒂格通过略显复杂的图表深入讨论了科学论证的细节，但始终兼顾大局，没有偏离他所传达的核心信息。他还讲到了这一观点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呼吁人们行动起来，共同抵制有害的糖。

这段视频可谓有效进行科学知识传播的典范。



陷阱5：无效沟通

这个例子说明了沟通对于激励行动的重要性。仅仅正确是不够的，如果你不能说服决策者采纳你的方案，那么整个问题解决过程就变得毫无意义。尤德金的例子表明，如果缺乏良好的沟通，优秀的建议也会令人烦恼，而且还会浪费时间，一事无成。

这种现象在组织中太常见了。有多少份咨询报告被人满腹狐疑地接过去，然后被尘封在档案室，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其中的建议究竟是无关紧要，还是因为沟通不畅未被采纳？谁知道呢，都到这一步了，究竟为何人们并不关心。没有说服力的建议，就像没说到点子上的解决方案一样无效。

这并非什么新鲜的想法。关于如何有效地沟通，市面上充斥着许多讲述相关方法的书。尤德金的失败说明了用拙劣的沟通方法来传达正确的解决方案，会造成多么糟糕的后果，而基斯的案例反映了与此截然相反的问题：用极佳的沟通方式来传达错误的方法，比糟糕的沟通方式更加有害，会误导人们做出有害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将沟通技巧从问题解决方法论中孤立出来，是风险极高的事情。虽然提高商务沟通能力的书籍和方法非常之多，也非常有用，但我们提出的方法也有其价值——在严谨的问题解决步骤与令人信服的沟通行为之间建立联系。由此推出，4S法的第四步是“推销”，我们将在第10章和第11章专门对此进行介绍。



经验丰富的商界人士也会在解决问题时犯下令人讶异且代价高昂的错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多数错误都源自我们在本章中讨论过的5个陷阱之中的一个或几个。第一，错误的问题陈述，可能导致人们得出不相关的解决方案。第二，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会导致解决问题的人相信某个解决方案是有效的，而忽略测试步骤，也看不到那些证明该解决方案不会起效的证据。第三，套用错误的框架来理解问题，会使我们对问题的重要方面视而不见，导致我们给出无效且代价高昂的解决方案。第四，将问题狭隘化，会刺激人们想到肤浅的类比，形成不恰当的解决方案。第五，无效沟通，就算我们克服了前四个陷阱，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也不会自我推销，“酒香也怕巷子深”。沟通不畅的解决方案与不着边际的解决方案同样无效。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介绍问题解决4S法，帮助读者避开这些陷阱。


小结

1．问题解决陷阱1：存在错误的问题陈述。

2．问题解决陷阱2：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

3．问题解决陷阱3：套用错误的框架。

4．问题解决陷阱4：将问题狭隘化。

5．问题解决陷阱5：无效沟通。


第二部分
问题解决4S法


第2章
问题解决4S法

我们如何才能绕过上一章讲到的各种陷阱，更加有效地将问题解决掉，并将解决方案推销出去呢？在本章中，我们将向读者介绍一个能帮到你的过程，我们称之为4S法，因为其中包含四个阶段——陈述（State）、建构（Structure）、求解（Solve）和推销（Sell）。我们将在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第9章和第10章中深入探讨这些阶段的具体内容，并将这套方法应用在第11章的实际案例之中。

4S法从何而来

在正式介绍4S法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这种方法的起源。如果你只对方法本身感兴趣，而不在意其出处，便可跳过这些内容直接往后看。

咨询中的问题解决思路

我们在这里给出的问题解决法的核心，是由麦肯锡公司经过多年时间开发并完善而形成的。麦肯锡是历史最悠久、最受推崇的战略咨询公司之一。诸如贝恩咨询和波士顿咨询集团等同行，都以麦肯锡为学习榜样。1咨询之中的问题解决思路（Problem-Solving Approach of Consulting，简称PSAC），通常并不会传授给咨询公司之外的人，而战略顾问在不熟悉的领域“破解”棘手商业问题的能力，一直以来都是众人眼中咨询业最神秘的地方。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神秘感，PSAC的一些元素已经成为日常商业术语。许多高管都非常熟悉“以假说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法”（hypothesis-driven problem solving）和MECE问题拆分原则（我们将在第4章给其定义）。想要给咨询公司面试官留下好印象的大学生和商学院学生，会不断打磨自身的案例破解能力，努力熟悉这些工具；而有时，他们会将问题解决思路中的某些部分孤立出来，专注于此，而没有把握问题的整体结构。

正如其起源所揭示的，PSAC是一套实用方法，并没有明确提出其知识基础。这些基础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笛卡尔的方法及其现代版本之上，其中也包括许多大学所讲授的“批判性思维”课程。PSAC建立在纯粹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例如，该方法假定，事实是客观现实的一部分，只要拿出证据，所有诚实的观察者都会对事实表示认同；又如，如果某事物的对立面为真，那么此事物就不可能为真；该方法还假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可以建立和得到验证的，一个命题成立的充分必要（充要）条件是可以确定的（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这些内容）。绝大多数高管都会赞同上述原则。虽然一些认识论学者和文化人类学家可能会表示反对，但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很少会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上述知识基础表示反对。

逻辑思维在任何环境中都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商业也不例外。通过推动客户将推理过程定型，严格测试推理因果链中的关系与联结，坚持要求拿出证据来支持因果链中的每一层联系，战略顾问，或任何形式逻辑的熟练使用者，都可以推翻预先设定的思路，挑战已被接纳的实践。他们通常可以利用逻辑和事实来证明某个行动方案是否合适，或者证明某个建议是不是最优的，不过后一种情况相对少些。逻辑是向理性受众传达结论的一种强大的方式。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沟通的“金字塔原则”中，我们将在第9章中专门对此进行介绍。总而言之，PSAC是强大的、实用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它为通用的问题解决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PSAC也确实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中有些方面一直是其他学派质疑的焦点，接下来我们来逐一进行简要介绍。

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方法

形式逻辑的原则之一，就是关于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的概念。这也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提出一个基于理论的假设，设计一个实验来对其进行验证，并将研究结果拿出来与同行进行比较和辩论。PSAC借鉴了科学家的研究思路，认为有效推进问题解决工作的理想方法就是提出假设，并对假设进行测试。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而且非常高效。通过快速锁定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顾问们就避免了对所有虽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的答案进行探索的痛苦过程，这样的陷阱被顾问们戏称为“将海洋煮到沸腾”。咨询公司的新员工和新客户一开始都会认为这种方法让人有些想不通，但很快便会发现这种方法的强大之处，甚至大呼过瘾。

然而，若想运用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方法，实践者必须克服一个困难。逻辑限定，我们要能以独立于假设的方式来对某个假设进行测试。从原则上讲，无论你假设“此产品的销售额将超过1亿美元”还是“此产品的销售额达不到1亿美元”，都不会有什么区别。不管你的思路是怎样的，同样的证据都应该能让你得出同样的结论。证明一个假设和反驳该假设的对立面，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在实践上应该毫无二致。

可惜，这样的中立态度很难实现。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所言：“人们喜欢相信他们希望为真的事物。”2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他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在思考，实际上只是在重新排列自身的偏见。”这就是认知科学家所说的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3由于证实性偏差的存在，我们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能证实自己的假设的证据，而且一旦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证据，便更有可能去相信它们，而不是去寻找和注意那些与假设相悖的证据。例如，证实性偏差解释了为什么支持对立党派的选民在观看同一场政治辩论之后，会自信地得出“自己的”候选人获胜的结论：他们下意识地更关注自己喜欢的辩方的得分，而忽略了其对手的得分。这种现象可能严重扭曲我们对事实的评估，误导我们得出假设有证据支持的结论。

咨询顾问也不能免于受这种偏见干扰的困惑，但他们至少想出了三种防范措施。第一，作为局外人，他们在原则上对任何建议都不存在既得利益。可能已经有一个假设摆在桌面上，但这个假设不会是他们提出来的。保持中立，并不能消除证实性偏差，但若在政治或经济上存在利益牵扯，则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第二，咨询顾问在工作中采用团队协作的方式，他们所接受的培训就是团队成员间互相挑战，互相质疑。例如，麦肯锡的核心价值观就包括“非层级化的氛围”和“持不同意见的义务”。这些指导原则有助于确保团队成员在忽视自身的证实性偏差时，能够被同事及时发现。这种价值观所培养出来的协作精神，是问题解决机制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三，咨询顾问在PSAC方面要不断学习，坚持实践。职场新人会在前辈的带领下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有了假设，他们的任务就是埋头苦干，要么证明它，要么推翻它，对最终的答案不带任何先入之见。有经验的顾问也会就此时常自我提醒。这些保障措施无法确保咨询顾问不会沉迷于自己的假设无法自拔。但若是没有这些保障措施，风险则会更大。我们的经验表明，如果那些曾有咨询方面的工作或培训经历的企业高管尝试将PSAC应用于自己的公司，那么他们就要常常与证实性偏差及其造成的后果作斗争。

举例来说，回想一下我们在上一章中讲过的达能和格莱珉银行的案例，站在执行两家公司首席执行官愿景的管理者的角度试想一下，你能看出解决方案中存在的缺陷吗？也许吧，但可能性真的不大。首先，你可能并不是在偶然情况下才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的。被选为这个项目的长期员工，你很可能也笃信新鲜乳制品是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的不二之选。其次，即使没有马基雅维利般的政治头脑，你也能意识到，首席执行官的愿景并不是可供你去怀疑和挑战的假设。许多组织中根本不存在需要被证实或证伪的假设，每一份提案都有其支持者、成功的先例和发展历史，对其进行评估的人也是心知肚明。再次，作为负责贯彻领导所提愿景并实现其效益的人，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这种情况会降低你发挥创造性思维的能力。4试想一下，如果你推翻了这个假设，下一步该怎么做？你写不出新的报告，想不出新的行动计划，也不知道该怎样实现分配到你头上的目标。你对老板的解决方案发表的批评意见，甚至可能被当作你为无法达到新业务增长目标而寻找的借口。最后，就算你是整个团队中唯一一位真正的怀疑论者，也很快会发现，去挑战其他团队成员的证实性偏差并不是你分内的事情，尽管你内心存疑，但还是会“随波逐流”。这种影响深远的现象，就是群体思维。5

结论就是，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方法，的确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强大到甚至有点危险。从本质上讲，这种方法风险颇高，会将我们推向原本就想要前往的方向。在咨询公司之外（有时是在咨询公司内部），这种方法很有可能将人们直接领进第1章中讲述的陷阱里，特别是“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

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挑战，但我们有解药，而解药也是PSAC的一部分。除了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方法之外，许多战略顾问还会利用以问题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方法。这种依循逻辑的问题解决方法可以让人们绕开假设，将问题视为“开放性问题”。这种方法不能保证避免证实性偏差：你头脑中的假设可能会渗入你对问题的定义和建构，导致问题的定义过于狭隘，对解决方案产生束缚。这就是第1章中提到过的“将问题狭隘化”陷阱。但是，若能避开假设的明确表达，就不会掉入深不可测的“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因此，这种方法虽然更难掌握，但也更为可取。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什么时候应该使用以问题为驱动的方法，什么时候可以更加安全迅捷地使用以假设为驱动的方法。

解决方案生成与设计思维的运用

PSAC的局限性还表现在某些问题似乎对这种方法具有“抗药性”。一些针对咨询方法和咨询行业的批评者认为，“抗药性”的存在，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使用方法的人缺乏创造性。他们认为，PSAC是一个机械化的过程，通常由具有相同背景、穿着相同的灰色西装、有着相同想法的咨询顾问所使用，并产出千篇一律、毫无灵感的公式化解决方案。难怪那些能孕育出新颖解决方案的灵光乍现，从来都不会发生在咨询公司。

在我们看来，这种批评意见存在偏颇之处，也过于宽泛。虽然头脑聪明、极具创意的顾问不在少数，但很多问题并不需要顾问发挥太多的创造力。尽管当代商业文化似乎认为创新是个绝对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的宝贝，但在解决问题方面，创造力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派上用场的。我们期望医生、空中交通管制员或汽车机械师等专业人士能够识别问题、解决问题，但我们并不期望他们发挥创造力。有时，创造性甚至会触犯法律，这一点，我们从“创造性会计”这个说法的讽刺意味中便能体会得到。许多商业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是在为复杂问题确定经过试验和测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为它们寻找前所未有的全新解决方案。经验丰富的PSAC实践者将这种凭空创造的诱惑称为“重新发明轮子”，即针对那些存在可接受的现成解决方案的问题，去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全新的、“不走寻常路”的答案。

但是，对PSAC持批评意见的人士有一点说得没错，有些问题并不适合按照咨询顾问给出的线性思路，用逻辑和事实来拆分和解决。有些问题很难得到精确的表述，因为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对问题并没有深刻而全面的理解。有些问题很难从逻辑上进行建构，因为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并不了解造成问题的原因。还有一些问题，由于非常复杂，人们对其理解不够充分，所以很难仅凭事实找到答案，而解决方案必须为人而设计，也必须为人所使用。上一章讲到的约翰逊重新设计杰西潘尼的客户体验，就是这类问题的一个生动案例。

过去20年来，“设计思维”这个学派为应对此类问题提出了一套很有意思的思路。虽然设计思维存在很多个版本，但其核心流程都与硅谷设计公司IDEO和斯坦福大学哈素·普拉特纳设计学院（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 University）紧密相关。设计思维是一种将创造力与分析方法相结合的十分强大的问题解决工具。虽然设计思维源自设计人工制品的过程，但如今亦可应用在无形的理念之中，比如服务、流程、大型组织系统与战略等。6

为什么设计思维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组织使用设计思维，包括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教育机构、政府部门等。这些组织中负责解决问题的人士，发现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在材料制品之外存在全新的用途，这反映出设计思维的广泛适用性。举例来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司法部和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共同成立的犯罪设计研究中心（Designing Out Crime Research Center），就在利用设计思维为解决复杂的犯罪和社会问题添砖加瓦。二是因为设计思维的确能发挥作用，能帮助解决问题的人士以传统分析方法无法破解的方式去处理高度复杂、难以理解的问题。公司用上设计思维之后，业绩也越来越漂亮。设计管理协会（Design Management Institute）的设计价值指数显示，16家以设计为中心的公司的股票投资组合在2006—2016年间的表现比标准普尔500指数高出228%。许多组织专门设立了设计思维服务部门，还有一些组织，比如IBM和财捷，正在利用设计思维去重塑企业文化和运营风格。管理咨询公司也通过收购设计服务公司的方式积极在相关方面做储备。过去几年，德勤收购了德布林（Doblin），埃森哲收购了峡湾（Fjord）和第二大道（2nd Road），麦肯锡收购了月球（Lunar）。

设计思维关注的是人们对人工制造出来的物品所产生的体验，因为这些物品代表的是问题解决方案。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问题的存在表明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表明现有解决方案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他关于问题解决和设计的里程碑式著作《人工智能的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中指出，设计的关注点在于事物应该是怎样的，如何设计出人工制品来满足需求。7设计人员构思出一套行动方案，刻意创造出全新的人工制品作为解决方案，将现有的情境转变成为理想之中的情境。对于每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存在一个需要设计出来的解决方案。

从逻辑和哲学的角度来看，设计思维不同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方法。以假设为驱动和以问题为驱动的问题解决过程，都属于演绎推理。这两种方法都要求人们对待解决问题的一般原因找出相应的因果关系理论。相反，设计思维属于溯因推理。正如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所定义的那样，溯因推理就是我们利用有限的观察结果为数据生成最合理、最简洁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并不正确，必须经过检验和论证。运用设计思维的人们，会压制他们自身对问题的假设，利用在观察用户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解，来提出有关解决方案的假设。随后，人们会以原型的形式对这些假设进行迭代测试，使其收敛为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正如罗杰·马丁（Roger Martin）(3)在《商业设计》（The Design of Business）一书中所言：“设计师生活在皮尔斯的溯因世界之中。他们积极寻找新的数据，挑战被广泛接纳的解释，并从中推断出可能被塑造形成的全新世界。”8

对于某些问题而言，设计思维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方法。但设计思维并不适用于所有问题，这正如传统的PSAC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效，但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一样。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知道何时应该选择何种方法，而问题解决4S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

问题解决4S法

图2-1对问题解决4S法进行了总结。这幅流程图乍一看可能让人感觉颇为复杂，但其实很容易理解。此图以实用的方式对我们前面介绍的方法进行了汇总，能帮助读者在解决问题时做决定，选出三条路径中的一条：以假设为驱动，以问题为驱动，运用设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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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问题解决4S法流程图



一个简单的例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推理过程。

特蕾西刚刚被任命为太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跨行业的家族企业，主要业务为向大企业客户销售包装类产品。多年来，太阳公司收购了许多拥有不同种类包装技术的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包装解决方案。这是一个以客户为中心实行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典型例子。当特蕾西加入时，公司总体上是盈利的，但其下属的两个业务单元——“冥王星”和“天王星”，却是入不敷出的状态。管理团队的几位成员对亏损业务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亏损部门的问题是市场需求暂时下降造成的，他们相信，只要经济情况开始好转，问题就会自行化解。另一些人认为，这些问题完全是由运营造成的，他们坚持认定只要能提高生产效率，就可以恢复盈利。还有一些人认为，扭亏为盈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建议将冥王星和天王星卖掉或关掉，就算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劳务纷争也在所不惜。

特蕾西必须确定一项最适用的行动方案（一项问题解决任务），并将解决方案推销给董事会（沟通任务）。她应该如何利用4S法来思考整个过程中的各个步骤呢？

问题陈述

问题陈述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爱因斯坦曾说过：“如果我有1个小时来解决1个问题，我会花55分钟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用5分钟来想解决方案。”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了解到的一样，“错误的问题陈述”是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路上需要留意的陷阱。

特蕾西需要迈出的第一步，是将正确的问题陈述出来。在这个阶段，特蕾西心里有一个明确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冥王星和天王星？”），了解一系列的症结（损失），还大概想出了一些可能的答案。目前这个状态看起来似乎足够进行问题陈述了，但其实还差得很远。若想进行完整的问题陈述，还需要许多其他的元素。第一个问题，可能并不是“问题出在哪里”，而是“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否足以将问题说明白”。

在特蕾西面临的情况下，有哪些信息是我们不知道，但在定义问题时又需要知道的？举例来说，我们不了解亏损的程度。冥王星和天王星的损失是威胁整个公司的生存、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还是没什么影响、无关痛痒的小问题？两者完全不属于同一量级。同样，我们也不知道特蕾西的目标：也许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希望她来创造最大化的股东价值，就算这样做意味着要收缩公司规模也无所谓；或者，他们会出于社会责任、声誉或其他考虑，更在乎整个公司的完整性。

上面说的只是些假想的例子。我们将在后文中了解到，写出完整的问题陈述，要求我们去明确问题的五个元素（麻烦、所有者、成功标准、约束、行动者），建成TOSCA框架（Trouble、Owner、Success criteria、Constraints、Actors的首字母缩写）。如果特蕾西想要写出成熟丰满的问题陈述（见图2-1框1），她就会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还不够。

意识到这一点，特蕾西就会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她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收集基本的数据，二是展开严谨的思考，这足以助人对问题进行正确定义。在此案例中，我们需要一些关于公司近期业绩的数据。特蕾西也需要亲自前往天王星和冥王星的生产基地，在那里花些时间，并与客户见面交流，和董事会成员共同讨论他们的目标。若想将有点复杂的问题说明白，上述活动是必须去做的最基本的调查工作。

但在很多时候，就算做完了上述工作，也不一定足以使我们得出完整的问题陈述。此时，我们就需要从设计思维工具箱中借用一些资源，运用共情等技巧（见图2-1框2）。在设计思维路径上，人们通过对用户进行观察，与之形成共情，进行互动，使自身沉浸在用户所处的情形之中。这就能帮助我们发现用户的需求，了解用户对问题的体验，在用户所处的环境中，在用户所面对的约束下，去体会问题带给用户的想法和感受。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对用户产生深刻的理解，并利用这些理解将问题更好地陈述出来，从不同用户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对问题的理解进行重新组织。

问题建构

将问题陈述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想要立刻将特蕾西的行动方案一一列举出来。她的管理团队成员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这不足为奇。商界人士都拥有知识和判断，也会从自身经验出发去审视当下的情形。

特蕾西可以决定，她提出的某个想法十分可行，并将这个想法作为值得测试的假设。也就是说，她可以采用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见图2-1最左侧一栏）。

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是从关于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的一个假设起步，对其进行测试和验证的过程。举例来说，特蕾西假设太阳公司应该将冥王星和天王星卖掉。从逻辑上讲，这一假设若是真实的，那么许多因素都必须是真实的。比如，即将被卖掉的部门必须可以随时与公司的其他业务拆分开来，必须有一个能给出合理价格的买家，等等。如果特蕾西选择了这条路，那么就应该列出这些条件，并将每一条拆分成更小的要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假设金字塔”（见图2-1框3）。随后，特蕾西和她的团队便可以进入“求解”阶段，进行分析，并对所有这些假设进行测试。

但正如我们了解到的那样，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会增加证实性偏差的风险，让我们难免掉进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在用上这一思路之前，特蕾西必须想清楚，自己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能对某个给定假设保持信心满满。在我们这个例子中，特蕾西似乎做不到这一点。几位同事给出了大相径庭的假设，这意味着特蕾西应该在这条路上及时刹车。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种替代方案，就是根据图2-1的第二栏，采用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要求我们将问题拆分成由小元素组成的“问题树”（见图2-1框4）。问题树是对问题进行全面建构的一种方法，以系统化的角度来审视问题的不同方面，对解决方案不带任何预设的想法。这种思路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掉进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

而其缺点在于，建构问题树比建构假设金字塔难度更高，需要更多的时间。在第4章和第5章中，我们将介绍一些方法，以帮助读者克服这一难题，我们将特别提到建构问题树过程中模块所发挥的作用。模块是建构问题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捷径，因为模块是关于典型重复性商业问题的一套已拆分出来的元素，并已预先包装完成。举例来说，特蕾西的问题树上可能会有一个分叉，代表的问题是天王星是否处在富有吸引力的行业，这个问题可用波特五力模型9拆分。同样，如果特蕾西需要对太阳公司的业务组合进行分析，那么战略业务组合矩阵就能在此发挥作用。模块能加快人们的思考速度。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讲到的一样，由此带来的方便也是有成本的：模块会限制你的思路。模块是由能解决一类问题的理论浓缩而成的，而利用一个模块，就等于支持某个理论及其背后的假设。

如果你成功地将某个问题进行了拆分，并将其转变为问题树的形式，那么就可以接着进入求解阶段，对问题进行分析。但你有可能在建构问题树的过程中遇到麻烦。特蕾西所面临的问题，是可以立刻转化成问题树形式的，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很容易拆分。解决产品设计问题，构思全新的广告宣传，为每况愈下的公司设计出大胆的新战略，都是棘手的商业难题。而我们也会发现，这些问题很难利用假设金字塔或问题树的思路来进行拆分。

这类问题不能利用传统的拆分手法，而是需要一个概念形成阶段（见图2-1框5）。运用设计思维的人需要利用他们了解到的关于问题是什么（陈述阶段）的知识，去构思应该怎么样。他们要从对问题空间的理解着手工作。在理解的基础之上，他们要合成一套必须通过有效的解决方案去应对的设计要求。这些设计要求，就是解决方案必须为用户提供的好处，它们也是形成概念、建立原型和测试阶段的指导思路。设计要求加总在一起，就构成了应该怎么样的模型，可以为解决方案的搜寻提供指引。设计要求一旦建立起来，设计人员关于解决方案的各种想法就会喷涌而出。

问题求解

现在我们知道了特蕾西为走到求解阶段可以选择的三条路：以假设为驱动，以问题为驱动，设计思维。接下来的步骤，将取决于她的起始点。

我们先来假设特蕾西采纳了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她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利用必要的分析（见图2-1框6）对假设进行测试。如果她假设应该卖掉天王星，那么她就需要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来支持由她的中心假设拆分而成的每一个说法，随后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

●　第一，特蕾西发现了证明假设错误的明确证据，可能会将假设彻底推翻。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自然而然地想出另一个不同的假设：“如果X不对，那就试试其他想法。”但是，由于以假设为驱动的推理存在缺陷，这种做法风险很大。更好的策略是换个方向，采用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移到流程图第二栏）。有时，我们有必要回到问题解决流程的第一阶段，对问题陈述进行重新思考。

●　第二，假设得到了确认。但全盘接纳、整体确认的情形十分少见。更多的情况是，在对假设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人们也会对假设进行改造或打磨。举例来说，特蕾西可能会认定公司应该将天王星卖掉，但不应该将冥王星卖掉。特蕾西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个经过打磨得到的假设，能否满足她在最初问题陈述阶段所列举的成功指标。如果不能，她就要考虑是否要将假设推翻，得到与第一种结果相同的结果。如果由此得来的解决方案能满足成功指标，那么她接下来就要走到推销阶段。

我们要考虑的第二种情况，是特蕾西从一开始就选定了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这样，她就需要将问题拆分成亟待独立分析的离散元素，由此构成问题树，并进入求解阶段。举例来说，她的问题树可能包括这样一个问题：“天王星的市场前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进行特定的分析，也许还要进行市场研究。问题树也可能包括这样一个问题：“天王星作为独立实体价值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一些财务估值工作。总体来看，建构问题树比建构假设金字塔所需的分析工作更多。假设金字塔最终会聚焦在对你的直觉或认定或否定的关键分析之上，而优秀的问题树则事无巨细。

所有这些分析，可能会将特蕾西指引到某个解决方案上。举例来说，如果数据毫不含糊地显示出冥王星的问题是由产品质量下降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就能不假思索地提出，冥王星需要制定提升产品质量的方案。方案一旦提出，特蕾西需要自己想明白，这个方案能否满足她之前确定下来的成功指标。如果可以满足，那么她就需要将这套方案推销给董事会。

但是，采用问题树的思路，并不能保证解决方案会以这样的方式浮出水面。问题树可以帮你将问题拆分开来，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拆分的方式得到解决。举例来说，问题拆分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冥王星遇到的困难源于客户日益积累的不满，其中有产品吸引力不足的因素，有客户偏好变化的因素，还有竞争对手发布更优质的产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树得出的是一套完整的诊断，但其本身并不能给出有关解决方案的建议。冥王星应该怎么做，才能令其产品再次取得辉煌？我们无法通过将大问题拆分为一堆小问题的方法来给出答案。我们需要的是新点子。

设计思维的长项，就是产出新点子。如果你被卡在以问题为驱动的路径上，说不定从图2-1的框7迂回到框5，便能找到新思路。这些新要求、新点子，可以帮助特蕾西总结出冥王星的详细改进方案。

新点子想出来之后必须经过测试。这也是设计师（即设计思维路径上的问题解决者）离开抽象空间，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此时，他要将点子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原型，供现实世界中的用户来进行测试。在这个原型与测试阶段，设计师要选定靠谱的潜在解决方案，以实体形式呈现出来，供用户与之互动。原型装载着设计师关于理想解决方案的特征的假设，随后会由用户在最终阶段进行测试。用户提供的关于原型的反馈，能帮助设计师选择落地执行的最终解决方案。IDEO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布朗（Tim Brown）以如下方式在其著作《IDEO，设计改变一切》（Change by Design）(4)中进行了总结：“设计思维的使命，是将观察转变为洞察(5)，将洞察转变为能改变人生的产品和服务。”10最终，会有一个或几个能满足问题陈述中的成功指标的解决方案浮出水面。如果在进行一定量的试错之后，还没有得到达标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对问题陈述重新进行思考。

支持利用创意解决问题的人可能会认为，最后这几步才是有价值的工作，建构问题树则纯属浪费时间。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首先，当特蕾西开始建构问题树，对问题进行分析时，她根本不知道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能否得出达标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正如我们讲到的那样，这种方法经常能帮助人们找到答案。特蕾西在问题树基础之上进行的分析，为她的思考过程提供了信息，也缩小了她随后发挥创造力的空间范围：如果她面临的挑战是让产品重回巅峰，那么她就需要在开发产品方面发挥创造力，而不是将力气用在给员工加油打气上。而且，分析过程中可能会迸发出一些思维火花，点燃随后的创意过程。分析与创意不能彼此替代，但可以互为补充。

总体来看，想要找出潜在解决方案有三条路可走，这三条路也构成了流程图中的三栏内容：

●　特蕾西可以一开始就提出假设，对其进行测试，以确认其可行性。

●　她可以不带任何预想，将问题拆分为问题树，在分析过程中逐渐挖掘出可行的点子。

●　若无法建构起问题树，或建构起的问题树无法产出达标的解决方案，特蕾西可以利用特定的概念形成技巧来生成新点子。

解决方案推销

无论选了哪条路，特蕾西现在都已经得到了一个她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去说服董事会，批准她的计划。此时，特蕾西也要调整状态，从问题解决模式转换到沟通模式上来。

我们在前文中讨论无效沟通陷阱时讲到，状态调整这件事也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沟通是与解决问题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本书中专门讲到此事呢？市面上充斥着大量书籍和培训项目，不谈问题解决，专讲有效沟通，其中一些非常精彩。11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讲完陈述、建构和求解之后就及时止步呢？务实地说，阅读本书的每一位读者不仅希望能在解决问题这件事上获得精进，而且也需要将解决方案推销给他人。我们这种一站式服务能同时满足上述两个需求。更重要的是，虽然问题解决和方案推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但两者之间应该结合起来，原因有二。

第一，解决商业问题的人士，通常有能力与其受众在问题解决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互动，而且也应该这样做。在我们给出的例子中，特蕾西不仅要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后与董事会沟通，而且从问题解决过程的最开始，即正确陈述问题之时起，就应该保持沟通。她也应该在建构和求解阶段让董事会成员参与进来。她可以给董事会递交阶段性进展报告，告知自己的发现，分享关于解决方案的想法，获知董事会的反馈和疑虑。简而言之，她的沟通任务从问题解决过程的一开始就要启动执行。有时，我们需要将已经定型的解决方案推销给一无所知的受众。比如，广告代理为新客户介绍宣传方案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以这一前提为基础的沟通方法，通常并不适用于组织内部的问题解决者。

第二，在问题解决阶段考虑沟通任务，并且在沟通过程中将问题解决铭记于心，能确保人们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确保沟通中存在的顾虑不会阻碍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寻找最佳解决方案是一项任务，将解决方案推销出去是另一项任务，后者不应该在你确定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就抢跑。在前一章讲到的关于脂肪与糖的辩论中，基斯的做法是在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觉得自己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所以并没有将实证作为问题解决的一个环节，对自身的假设进行测试，而是直接将假定的解决方案推销给决策者。这种行为进一步加深了他在“七国研究”中犯下的分析错误，令他将目光专注于支持自身观点的国家，忽略那些可能推翻其观点的国家。证实性偏差导致他将解决问题与推销方案混为一谈。有句谚语说得好：“千万别让事实打扰到一段好故事。”

放任一段好故事去干扰搜寻解决方案的工作，经常会困扰力图解决商业问题的人。无论是谁，只要肩负为难题寻找解决方案的任务，都会因为推销这一关，也就是为整个任务画上圆满句号的最后一场“演讲”而焦虑不已，这也可以理解。无论何时，只要你发现了某些东西，比如一个未经测试的备选解决方案，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我要如何将此事说明白？”基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想法未经测试的情况下就直接跳跃到推销阶段，可能会导致人们接纳一个拙劣甚至有害的解决方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拉斯蒂格通过《糖：苦涩的真相》这个片子做到的事。与基斯不同，拉斯蒂格将寻找最佳答案的任务排在前面，将讲述精彩故事的需求放在后面。但和尤德金不同，拉斯蒂格并不想带领受众经历复杂问题解决工作中的所有步骤。在第9章和第10章中，我们将介绍如何从问题解决模式转换到方案推销模式上来，并告诉你如何为你的解决方案准备高效的、富有说服力的演讲。



和对所有复杂过程的线性描述一样，我们给出的概述也是一种简化。问题解决4S法的四个阶段是有顺序的，但在实践中，读者不必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有时，我们可能需要回到之前的阶段。从本质上讲，解决问题的过程是迭代的。比如，我们常常会根据建构过程中收获的心得体会来修改问题陈述。对问题陈述的打磨，是建构和求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经过一定程度的分析之后，我们建构问题的方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在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中，事实会引导我们对假设进行修正；而在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中，事实则会引导我们去思考怎样用不同的方法来对问题进行拆分。问题解决4S法流程图（见图2-1）中还标明了其他一些反馈回路。

从本质上讲，问题解决4S法鼓励我们在解决问题、推销方案时，从直观的、非正式的、自动自发的思路，转换到理性的、结构化的、精心安排的思路上来。我们不能无视沿途的各个陷阱，凭本能想到的东西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刻意地、严格地去进行问题的陈述、建构、求解和推销。

本书的目标，是帮助读者更好地解决富有挑战性的商业问题，并有效地将解决方案推销出去。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向读者详细介绍问题解决4S法，以及说明如何利用该法来解决问题。


小结

1．4S法以战略咨询的问题解决思路为基础，同时存在两个局限性：

〇　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能证实自己的假设的证据——证实性偏差的风险，群体思维。

〇　并非所有问题都能用拆分的方式来处理——一些问题需要创造性思维。

2．4S法有三条路径可选：以假设为驱动、以问题为驱动、设计思维。

3．每条路径都包括四个阶段：陈述、建构、求解、推销。

4．要在对问题进行足够的了解之后进行问题陈述：

〇　当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不够充分时，需要借助共情技巧。

5．根据你选择的路径进行问题建构：

〇　假设金字塔（如果你对备选解决方案抱有很大的信心）。

〇　问题树（虽然你还没找到靠谱的备选方案，但是可以对问题进行拆分）。

〇　以解决方案要求为基础，进行概念建构（如果用于拆分问题的方法不奏效）。

6．问题求解：

〇　进行所需的分析（前两条路径）。

〇　建立原型，对解决方案进行测试（设计思维路径）。

7．推销解决方案的重点要放在答案和受众上，不要放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上。

8．4S法是迭代的，没有严格的排列次序。


第3章
问题陈述：TOSCA框架

4S法中的第一个S，代表着问题陈述。为了将这一概念讲清楚，我们先暂时抛开虽然激动人心，但有时也略显枯燥直白的商业问题，来看看歌剧爱好者非常熟悉的一个情形：在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杰作《托斯卡》（Tosca）的第二幕中，主角托斯卡面临着一些挑战。

事实如下：

●　托斯卡的情人马里奥被逮捕，即将被处决。

●　托斯卡忧心忡忡。

●　她此刻最想做的事，就是将马里奥从大牢中救出，与他一起逃亡。

●　但托斯卡是位道德标准很高的女子，有些事情是她不可能去做的，就算能救下情人的性命也是一样。

●　警察局长斯卡皮亚从中作梗，他想要从托斯卡身上得到的东西，也是托斯卡不愿意付出的。

托斯卡面临的问题非常棘手，但也一目了然——要如何在不屈服于斯卡皮亚的前提下，将马里奥从大牢中解救出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案其实属于博弈论理论家口中所说的囚徒困境，其中两位对手可以从合作中受益，但又禁不住互相背叛的诱惑。在普契尼的歌剧中，托斯卡向斯卡皮亚承诺，如果他能用一场虚假的死刑处决救下马里奥的性命，那么她就与他发生关系。但当时机到来时，马里奥杀死了斯卡皮亚。可叹的是，斯卡皮亚也背叛了托斯卡：他对马里奥的处决是真实的。一个灾难般的解决方案，塑造出了一部伟大的悲剧。

许多商业问题都不会有如此明晰的定义，也不会有如此可悲的结局。但能将问题陈述得如此鲜明而犀利，是一种极富价值的做法。在将核心问题陈述出来之前，我们需要提出托斯卡的故事反映出的五个问题，而这五个问题亦可简称为TOSCA框架：

●　麻烦（Trouble）：是什么令问题真实地摆在眼前？（马里奥被逮捕。）

●　所有者（Owner）：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托斯卡的。）

●　成功标准（Success criteria）：成功是什么样子的，会发生在什么时候？（逃跑。）

●　约束（Constraints）：限制是什么，资源、时间线、背景环境？如何权衡？（高尚的道德。）

●　行动者（Actors）：谁与此事利益相关，他们想要什么？（斯卡皮亚，他想要与托斯卡共度良宵。）

只要我们能回答上面这五个问题，就有可能将核心问题陈述出来，为解决问题的工作提供指导。

为了将这个过程说明白，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第1章中提到的案例——面临数字化盗版的音乐行业。此案例反映了有缺陷的问题定义存在的问题。

麻烦：是什么令问题真实地摆在眼前

我们之所以踏上问题解决的征途（这可能也是读者选择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理解中，存在一个问题或机会。我们将这种最初的理解称作“麻烦”，以此来与即将历经问题陈述阶段浮出水面的真正问题进行区分。

麻烦的基本定义，是期望与结果之间的差距。如果你希望收入增长，而收入出现了下降，就是一个麻烦。但是参照同样的定义，麻烦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可以是一个机会。举例来说，如果你的收入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长，而你有理由认为增长速度可以翻倍。此时，定义麻烦的，就是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以及你心中因此而产生的不满。

这一定义也意味着“愿望”与“现实”这两个说法，同样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定义。来看看音乐行业的案例，那里的麻烦似乎不言自明——人们都在通过非法途径下载音乐文件。但是此处人们的愿望是什么？是禁止一切非法下载的行为，还是将非法下载行为的数量缩减到合法下载行为的数量之下？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古怪，而原因也很直白：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下载，音乐行业的大佬都不会以下载量，而是以收入来对愿望进行定义。1999年，音乐行业的收入依然保持健康向上的持续增长状态。非法下载行为并没有形成多大的影响，而是一种症状，更准确地说，是未来麻烦的先兆。因为非法下载会导致音乐行业的大佬未来收入下降。音乐行业可能已经达成了收入增长的愿望，但也因为非法下载行为对未来收入的影响而产生了顾虑。

正如此案例一样，麻烦并不总是如表面看起来那样一目了然。为了将麻烦阐述明白，下面列出几个能派上用场的提示：

●　具体地陈述问题。不要接受虚假的问题，即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含糊不清的抱怨。如果你负责运营一家客户服务中心，那么“我们必须创建起以结果为导向的文化”并不算麻烦，也不是可以解决的问题。“20%的客户呼叫尚未得到答复”是麻烦，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公司文化问题的一个症状。

●　不要让理解（或关于解决方案的想法）渗入你对麻烦的定义中。举例来说，如果某人说“我们的产品丧失了对客户的吸引力”，那么他是在说明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对某个症状进行描述。保持在症状层面的描述，应该是“我们产品的市场份额在过去一年间掉了5个百分点”。这很重要，因为问题不一定出在产品的吸引力上：市场份额下降可能是由多个因素导致的，比如竞争对手的举措，或分销力度的降低。

●　提问“为什么是现在”。如果现实与愿望之间的鸿沟是个固有的不可化解的存在，比如“我们想要增加收入”，那么我们就很难找到问题陈述的坚实基础。当提出的麻烦在5年前就存在，5年之后依然会存在时，那么提问为什么之前没有采取行动，为什么现在情况变得如此紧迫，我们常常能从中得到极富价值的洞察。

当我们针对麻烦提出问题时，往往会聚焦于症状之上。一些读者，包括在商海中打拼的实战派和象牙塔中的专家在内，都可能因为这一思路而颇感奇怪：问题解决中最常见的处方，就是跳过症状，直接去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在许多问题解决的类型中，诊断这一步都至关重要：医生在给出处方之前，要对疾病进行诊断；而顾问也常常借用医疗专用词汇，以诊断作为项目的起始点。

但这一思路并非唯一可行的方法。认定我们可以做出诊断，就相当于采用了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解决路径。诊断的内涵远远大于问题陈述：提供诊断的人，可以说他仅仅是对问题进行了定义，但他实际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

对于医生来说，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各种疾病都会被归入已经存在的类别，医学参考书目会不断对类别进行更新。医学院培训的一部分，就是要教会学生识别疾病类别。通过临床检查或测试对自身的判断进行核实之后，医生会给出治疗建议。在医学领域，模式识别和假设测试，是非常常见的问题解决思路。

但商业领域是否也是如此呢？当我们试图对商业问题进行诊断时，实际上就是假设这些问题和疾病一样，而我们就像医生一样，能将问题归类到已经存在的、普遍适用的“病理学”之中。很多时候，这样的假设都能够得到证实。比如，银行账户中突然出现一笔无法解释的支出，可能是病理学中被称为“偷窃”的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同样，制造流程中出现计划之外的上下浮动，是个非常明确的、可测量的问题，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因素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当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之后，用医学做类比就存在误导性，而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在商界和其他领域，复杂问题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并不总能利用可识别的症状和经实践检验的治疗手段，归属到经过明确定义的、已经存在的类别之中。

这一区别对于力图解决问题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对麻烦的观察，是问题陈述的第一步。此时，我们要向自己提问，思考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是否为人所熟知，是否能归入可识别的情境类别之中，是否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处理手段进行应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能继续带着头脑中预装的清晰明确的备选解决方案来进行问题陈述。我们将采用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沿问题解决4S法流程图（见图2-1）的第一栏走下去。如果对自己所理解的麻烦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假设，那么就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

此处的风险，就是错误地认为我们已经看明白了一个自己了解的问题，就像医生对疾病的错误诊断一样。这也是音乐行业从业者掉入的错误的问题陈述陷阱：整个行业错误地将非法文件共享诊断为盗版这个为人所熟知的病理学之中的一种情况。整个行业没法看清问题中的哪些方面是前所未有的，想不出来如何应对。许多在解决问题方面经验丰富的老手，都会掉进这个陷阱之中。有时，我们的经验越是丰富，就越容易将一个新情况归类到某个熟悉的类别之中，并据此做出错误的诊断。

因此，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门槛要设得很高。我们应该将麻烦定义为一种症状，而不将其归类到已知的诊断之中，除非我们有理由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可以给出合理的诊断（并提出备选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有疑问，就将思路拉回到麻烦上来。

所有者：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

对症状的观察会引出有关所有者的问题：谁应该负责应对这些症状？这个问题有时非常明了：除了托斯卡之外，没人会愿意费心费力地去救马里奥。相反，有些问题，包括一些非常严峻的问题在内，都无法对应到任何人身上。举例来说，许多人认为当下的全球商业环境被短期主义的文化所主宰，而这种文化对资本主义和整个社会构成了严峻的威胁。但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者。通常情况下，这种类型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单方所有者，也找不到彼此冲突、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的多方所有者。有时，我们将这类问题称作抗解问题，本书所介绍的问题解决思路并不适用于解决这类问题。1

但是，很少有商业问题是抗解的，绝大多数问题都能从某个特定所有者的角度出发进行陈述。对所有者的选择会影响到给问题下定义的过程。在我们的案例中，盗版是谁的问题，究竟谁能代表音乐行业？我们说的是美国唱片业协会（RIAA）这个行业组织吗？RIAA的使命是发展行业利益。作为中立方，RIAA理论上不偏不倚地代表着所有从业者。但是，其真正的使命是游说，并无其他，其资源和技能也与这一使命相匹配。如果RIAA是问题所有者，那么解决方案的空间就要限定在RIAA所能做到的事情之上——游说、广告宣传等。RIAA完全可以将成功定义为“无论对盗版行为做什么，只要能让会员别再为此事来烦我就行”。

或者，假设问题所有者是各大唱片公司的大佬。这样一来，可能性的范围就变得非常不同了。游说依然是一种选择，但是唱片公司，或单打独斗，或联合出击，完全能做更多的事情，比如改变产品制作策略和定价策略，或采用全新的商业模式。如果我们与他们讨论对问题的定义，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将成功定义为“做些事情将我的生意从盗版的致命威胁中拯救出来，不管行业中的其他玩家是否跟进”。

如这一案例所示，关于谁是所有者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展开一场大讨论，从中获得许多启迪。问题所有者的身份塑造了解决方案的空间，也指明了问题定义的方向。在实践中，我们很少能遇到选择的机会：要么你对问题负责，要么某人将挑战摆在你面前，要你负责。但在所有的情况下，将问题所有者的身份摆在桌面上都是至关重要的。

搞清楚问题所有者是谁，还会带来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我们随后将了解到，问题定义是个迭代的过程，只有当我们做出了足够好的问题定义时，迭代才会停止。同样，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后半段，只有解决方案足够好时，我们才会认为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谁才有资格来评判问题陈述或解决方案是否足够好呢？这个人就是问题所有者。如果我们不知道谁应该对解决问题这件事负责任，就永远无法定义或解决问题。

成功标准：成功是什么样子的，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找到问题所有者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向他提出问题解决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你想要什么？”

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见得能直截了当地从答案中获得自己想要的内容，有时还需要继续追问。我们不妨假设，音乐行业的问题所有者是一家唱片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如果我们在1999年时向他们提问“你们想要什么”，他们估计会给出“禁止盗版”之类的答复。但这个答复只不过是换了种说法来形容“麻烦”，也就是引发问题的情境，并没有触及问题所有者想要达到的实际目标。

若想透过表面深入探索，那么标准的建议就是尽可能多地提出有关为什么的问题（通常需要提出5次）。这里面就有些学问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来与一位1999年的音乐行业高管交流，可能会展开如下这段对话。

“我们想要禁止盗版行为！”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业绩。”

“为什么？”

“因为有免费音乐下载了，人们就不会再来购买我们的CD了。你傻呀？”

“为什么？”

“滚！”

这并不是说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索是无关紧要的：人们为什么更喜欢下载免费音乐，而不是去购买CD，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并非唯一的答案）。但是，追问为什么并不总是能帮助我们足够精确地找准正确的问题所在。

比以“为什么”来提问的一种更有成效的方法，就是提出“成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有效的提问方式如下：“假设我们走入未来，看到问题解决的任务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么这一天是哪天？我们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这就开启了一场关于成功标准的开放式讨论。让我们与同一位音乐行业高管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场角色扮演。

“我们走入未来，共进晚餐，一同回顾这个项目，庆祝成功。这一天的日期是几月几日？”

“嗯，我想至少要3年以后。我们没法一夜之间就将问题解决掉，是不是？”

“我想也是。我们怎么知道已经成功了呢？”

“如果我们能坐在一起共进晚餐，就说明我还有工作！”

“那好，说明这顿晚餐要由你来埋单了。还有什么？”

“我们将盗版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当然，但你是怎么知道问题已经解决掉了呢？如何对此进行衡量呢？”

“肯定是我们的收入再次出现了增长。如果我们制止了盗版行为，就能重新回到盗版出现之前的增长曲线上面。”

通过几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便可以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果：关键的评判标准是收入，不是人们下载了多少文件，也不是有多少人因分享文件而被关进监狱。这条思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通往另一场更富有成效的讨论。

用这种方式提问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及时暴露“以解决方案来定义问题”这种时常出现且颇为拙劣的错误。这位高管可能会说：“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提升下载盗版文件的难度”，或是“我们需要在预防盗版方面加大力度”。这种十分常见的错误会直接将我们带入第1章中格莱珉银行与达能的故事，那个故事反映出采用了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当我们以能引出解决方案的方式来进行问题定义时，就是在冒着盲目确认这一结论的巨大风险。

和许多错误一样，犯下这一错误的问题所有者通常也是怀着良苦用心的。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以结果为导向吗？优秀的老板不是经常告诫员工，要“带着方案来找我，不要带着问题来找我”吗？尽管如此，若想使问题获得恰当的定义，我们必须抑制住匆忙下结论的冲动。若想专注于问题陈述，我们首先需要忽略那些可能的解决方案。提出成功标准的问题，就是帮助我们这样做的一个工具。

在思考成功标准的过程中，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要看到其中是否包括明确的可量化目标。我们在选定这样一个数字时，通常会针对此事展开大量讨论，而且也完全有理由这样做：我们很难在问题定义过程的开头就设定一个充满野心但又不脱离现实的目标高度。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继续与这位音乐公司高管进行对话，那么他就有可能在一连串的询问下不得不给出年收入增长5%～7%的具体目标。这一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可能并不现实。事后想来，在数字化颠覆大潮的席卷之下，没有什么战略可以使音乐行业的发展维持以前的增长轨迹。

由于目标量化的难度很大，关于这一问题出现了两个思想流派。一条思路是放弃量化，在问题中体现出能包容不确定性的开放式目标。在音乐行业的案例中，这样一个目标可能是“保持ROS的同时将收入最大化”（ROS即销售回报率，指利润占销售额的百分比）。

但也有人认为，在组织环境之中，这种提问方式不足以给问题解决团队带来足够的动力。选定一个目标数字，就算是凭空拍脑袋定下来的，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数字能帮助人们集中思路，绞尽脑汁，名正言顺地将资源分配到解决问题的工作之中，而且还能在总体上提高标准。只要你随时准备在发现新情况时对目标进行调整（最初的目标可能定得太高或太低），那么这种方法就非常有吸引力。

约束：限制是什么，如何权衡

假设我们已经识别出了麻烦、问题所有者和成功标准。现在，关于你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全盘图景正在慢慢浮出水面。但是，在解决任何问题的过程中，你能做到的事情都是有限定条件的。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约束的存在。

我们应该从问题所有者的角度出发，来对约束进行定义。但问出“你是否面临什么约束”这样的问题，估计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答案。现实可行的方法，是去考虑三种类型的约束。

第一，永远都存在的对成功标准的约束。这些约束源于此问题与其他目标和承诺的冲突。虽然取得你定义之下的成功是你的首要目标，但很可能并非你的唯一目标。举例来说，当唱片公司将收入定义为关键的成功指标时，实际上就是在假设，公司必须保持最低水平的盈利能力。在当年和接下来的一年，唱片公司可能会专注于获得既定收入和达成利润的目标上。这样的专注度就是对解决方案的一个约束。这些约束可以令成功标准更加落地——成功就是成功，但不能不顾一切、破釜沉舟地去争取。我们应该尽早识别出这些权衡因素。

第二，问题所有者的资源和能力，可能也会形成对解决方案的约束。我们之前讲道，如果问题所有者是RIAA，那么其有限的能力就会将某些类型的解决方案排除在外。如果某家唱片公司是问题所有者，那么其能力约束就变得不一样了，而且非常重要。能力欠缺的原因之一，就是组织中数字化技能的缺位。

第三，经常会存在对问题解决流程本身的约束。举例来说，时间、预算限制，保密约束，都不允许你去接触某些你希望接触的人和信息。将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公开，有时可能会因为这个公开性而令问题进一步恶化。“恐慌之中的音乐行业拉起紧急特遣部队来应对猖獗的盗版行为”，这样一个新闻标题，是问题所有者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

在问题解决工作的早期针对约束进行讨论，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精力。埋头研究解决方案，结果后来才意识到方案与此前没发现的约束有冲突，简直是巨大的浪费。但是，在关于约束的最初讨论过程中，我们要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如果我们找到了太多的约束，最后可能会将问题定义为在什么都不改变的情况下让麻烦从眼前消失。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问题所有者不在某些情况下松开面前的约束，那么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举例来说，音乐行业应该认识到，使收入增长以及盈利能力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很可能不会在第一次讨论中就产生这样的认识。对约束进行重新评价的需要，以及适当放松约束的可能性，是我们在问题解决的整个过程中定期回顾问题定义的原因之一。

行动者：谁与此事利益相关，他们想要什么

问题所有者通常并不是应对问题并享受成果（或承担后果）的唯一责任人。问题所有者必须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展开竞争，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很少会与问题所有者秉承相同的目标（即成功标准）。这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另一个约束，但由于这是问题定义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所以值得我们将其摘出来区别对待。约束通常是稳定的，至少是可预期的，而行动者则是会做出反应的：对于我们的建议，他们既能刻意地给予支持，也能蓄意捣鬼。由此可见，搞清楚这些人的目标和他们与问题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分析利益相关者，是用来系统地识别利益相关者及其目标的有用方法。举例来说，音乐行业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想要说服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打击非法文件共享行为。如果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国会中没有哪个人想要被公众视作这样的人：他坚持要让音乐行业继续以14美元一张的价格出售CD，为此不惜用法律惩罚青少年、遏制技术创新。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音乐行业以前曾奋力抵抗立法者对露骨歌词的监管，双方之间的关系一直就不好。

找到答案的核心问句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TOSCA框架的五个步骤，可以写出这个需要找到答案的核心问题了。这句话应该是个问句，而非陈述句。“我们必须制止盗版行为”不是一个问题。除了必须是问句这个简单要求之外，我们有充分的自由来造句，没有单一的最佳方法来进行问题定义。

在这一阶段，我们必须做出的关键选择，就是问题范围。和所有问题一样，这个定义可以是开放式问题（“我们应如何制止盗版行为”），也可以是封闭式问题（“我们是否应停止音乐下载服务”）。但是，关键的选择并不在于其语法形式，而是问题的范围。

举例来说，一家公司正在考虑为进入新市场而进行收购。一个最直白的封闭式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以目前的价格和条款继续进行这笔交易？”范围稍宽一些的另一个封闭式问题是：“我们准备为这家公司支付的最高价格是多少？”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来打开探寻的口径：“若想进入这个市场，有哪些可以选择的路线，包括但不限于收购某公司？”无论是以这样的开放式问题来提问，还是封闭式问题来提问（“收购某公司是不是进入这一市场的最佳途径”），我们都极大地扩展了问题的范围。

问题难度越大，我们在问题解决流程中所处的位置越靠前，将问题范围设定得越宽泛就越有优势。这里唯一的绝对性要求，就是问题范围要遵从我们列出的TOSCA框架。这些步骤可以作为参照列表，来核对我们给出的核心问题是否满足优秀的问题定义的要求：

●　提出的问句能否应对一开始让我们意识到问题存在的那个麻烦？在音乐行业的案例中，症状包括下载盗版的行为，也包括日益普及的互联网宽带和不断涌现的数字播放设备供应商。如果问题定义中没有提到上述症状，那么这个问句就会是关于增长和盈利能力的一般性问题，而非对我们所面临的紧迫难题的陈述。

●　提出的问句是不是从问题所有者的角度来构思的？举例来说，“为什么青少年会下载盗版音乐文件”是一个宽泛的、有趣的、重要的、回答起来难度相对较高的问句。我们在讨论问题建构时会了解到，这样的问句将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个问句并不是从音乐行业高管的角度来提问的，因此不能作为我们的问题陈述。

●　为这个问句找到答案能否满足成功标准？这就相当于询问，此问句能否反映出你设定的成功标准之中所包含的特定指标和时间线。举例来说，“我们该如何面对数字音乐的威胁”并没有明确指向成功标准。若想将成功标准纳入问题，我们提出的问句要有如下结构：“我们该如何在3年时间内恢复x%的收入增速？”

●　问句是否考虑到了约束的存在？比如，上一条中举过的例句并没有将约束考虑在内。CD大减价，很可能会换来收入的增长，却违背了一个关键的约束。在问题定义的问句中增加一个对盈利能力的约束，就可以满足要求。

●　问句是否考虑到了相关行动者？将所有利益相关者在这个核心问句中一一列举出来并不现实，但我们必须识别出其中至关重要的玩家。比如，音乐行业的案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行动者，就是下载盗版音乐的互联网用户。

按照上述要点来构思核心问句，可能会得到如下结果：“年轻消费者日益频繁地下载盗版音乐文件，而促成这种行为的关键因素——互联网宽带和数字播放设备，注定会越来越普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可以在3年内恢复x%的收入增速，并保证至少y%的销售回报率？”

图3-1给出了一张工作表样式，可供我们在应对问题时将TOSCA框架单运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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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TOSCA框架工作表样式



问题陈述所需的心态：共情

在讲解问题定义过程之中的各个步骤时，我们的思路是线性的，比较直截了当：指出麻烦，确认所有者，定义成功标准，认识约束，列出行动者，然后写出问句。在现实情况下，这个过程会更加复杂。

原因一目了然，现实中的步骤并不是线性的，而是相互重叠的。我们很难在没有找到问题所有者的情况下，就对麻烦给出正确的定义。我们也很难在没有认清约束的情况下，就确定成功标准。找到我们一开始忽略的行动者，可能会引发对成功标准的调整，等等。在写下核心问句时，我们很可能要调整好几次，还要反复回到问题所有者那里，对核心问句进行测试。当问题所有者认为，如果能为此问句找到答案，那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我们才能确定得到了成熟而全面的问题陈述。

但是，反复重写问句，并不会因为走到了问题陈述阶段而停止。由于我们会不断找到全新的信息，而问题所有者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相同的事实，进而中途改变想法。问题陈述，是发现问句、塑造问句的迭代过程，就算已进入求解阶段，问题陈述也不会停止。

这一迭代过程，并不是手拿问题陈述工作表和铅笔的问题解决者一个人的事。针对TOSCA框架的每一个元素，许多人都能贡献出不同的看法、见解和视角。这些观点可能相互补充，也可能针锋相对，但无论如何，都注定彼此不同。若想将问题陈述清楚，我们必须将这些不同的视角囊括到问题陈述之中。

这些并非问题陈述流程中的额外步骤。这是一种心态，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同时从多个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的能力。设计思维专家将其称为共情（即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若想将有意义的问题陈述出来，我们必须让自己戴上包括问题所有者和其他行动者在内的各位人物的眼镜。这些人的世界观、选择和行为塑造了当前的问题，也很可能会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让我们不妨再次回顾一下音乐行业的案例，以体会共情的重要性。从唱片公司高管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定义非常明确。但是，将下载的盗版文件存在寝室电脑硬盘中的大学生又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能搞清楚，CD价格虽然是问题的一个原因，但并非全部。Napster和其他文件共享网站在最辉煌的时刻，曾提供过即时、便捷、激动人心的用户体验。当时的消费者还因为找不到无须电脑就能播放数字音乐的设备而郁闷不已。后来，苹果公司的iPod和iTunes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这些设备能提供极富吸引力的用户体验（而音乐行业提供的合法下载服务又非常不好用）。没有与所有行动者的共情，问题陈述不可能做到完整。

在问题陈述阶段，做到共情的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法，就是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询问他们究竟如何看待手头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要展开问题定义访谈。在问题解决过程的早期，我们可以与多位利益相关者见面，向他们提出TOSCA框架包含的问题——从“你的”角度来看，麻烦是什么？“你”认为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你”觉得成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等等。受访者的身份和视角越是千差万别，问题陈述就越全面。

但是，仅凭访谈，有时并不足以触及对方最真实的需求与渴望，而且有些利益相关者并不愿意倾诉心声，或是做不到直截了当地将想法说明白。以第1章中罗恩·约翰逊的故事为例，后来他也承认，自己并没有真正理解杰西潘尼的顾客内心的需求和偏好，尤其是没有搞清楚他们对促销的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仔细观察行动者的举动，就有可能从中发现他们的需求和期望。设计思维实践者将这种方法称为沉浸（immersion）。只要我们在进行问题陈述时，对行动者的了解还不充分，就可以考虑让自己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或是使自己沉浸在对方面临的情境之中。我们将在第7章进一步探讨共情和沉浸技巧。

与利益相关者实现共情，无论是通过问题定义访谈还是沉浸技巧来实现，都能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共情能帮助我们对问题陈述进行打磨，而这也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共情还能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过程下一阶段产生一些想法，因为受访者总是会主动谈到他们对解决方案的思考。同时，共情也是与利益相关者搞好关系的捷径。



如果要总结我们从本章内容中获得了哪些认识，那么就应该是：虽然有许多错误的问题定义，但并不存在正确的问题定义。每一个连贯的问题陈述（即与TOSCA框架相吻合的每一个问题定义问句），都是建立在该问题之上的一个结构，而不同的结构可以同时存在。打造问题陈述是一个迭代的过程，也是需要将有着不同视角的诸多利益相关者整合起来共同工作的过程。随着问题解决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我们将获得大量事实性信息，产出选择，同时深入地打磨我们的问题陈述。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解读的问题解决过程建构阶段，它对于问题陈述的反思和打磨而言至关重要。


小结

1．在陈述问题时，利用TOSCA框架来得出核心问句。

2．麻烦（Trouble）——理想情况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问题或机会）：

〇　以具体语句来定义，包括“为什么是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内。

〇　通常是一种症状，而非理解或诊断。

〇　音乐行业：麻烦是销售业绩下滑，而非盗版。

3．所有者（Owner）——提出要将此问题解决的人，对问题定义和解决方案的优劣做出判断的人。

〇　音乐：所有者是整个行业，还是某家唱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4．成功标准（Success criteria）——说清楚成功将是什么样子的：

〇　不应预先对解决方案下定义。

〇　可能包括量化目标（如果我们准备好随时对其进行修正）。

〇　“未来的某一天问题会得到解决。某一天是哪一天，你眼前看到了一幅什么景象。”

5．约束（Constraints）：

〇　对成功标准产生约束前就存在的目标和承诺。

〇　对解决方案范围产生约束的资源和能力限制。

〇　对问题解决过程中产生约束的时间、预算、技能或保密问题。

6．行动者（Actors），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目标是我们必须弄明白的。

7．核心问句的形式可开放亦可封闭，其范围可狭窄亦可宽泛，但必须与TOSCA框架相符。

8．问题陈述是迭代的，是通过协作进行的：

〇　与利益相关者通过问题定义访谈和沉浸而形成共情。

〇　将多位行动者的视角集合在一起。

〇　贯穿问题解决的整个过程，坚持定期回顾问题陈述。


第4章
问题建构：假设金字塔和问题树

2007年，亚马逊在美国发布了Kindle直接出版（KDP）业务。利用这一服务，作家可以在Kindle上发布自己的作品，既可以选择免费，也可以在0.99美元到200美元之间任意定价。kindle直接出版业务一经问世，立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数字化自出版时代正式到来。

作家们纷纷利用这一平台，将自己的手稿制作成电子书或按需印刷的纸质图书，在互联网上进行销售。成千上万的著作从前根本没有问世的机会，如今在数字化自出版的帮助下，纷纷上架，供读者选择。事实上，传统出版商每年都会收到数以千计的手稿，只会从中选择很少的一部分来出版。虽然甄选过程极为严苛，但出版商根本不知道哪本书能成为未来的畅销书，这导致整个行业都很恐慌，生怕错过下一部“哈利·波特”。在布鲁姆斯伯里出版集团（Bloomsbury）决定出版这部著作之前，“哈利·波特”系列曾被数十家出版商拒绝过。

Librinova是一家创业公司，2014年在法国成功发布数字化自出版平台。1任何一位作家都能付费加入Librinova平台，获得诸如编辑、出品等一系列服务，将著作以按需印刷和电子书的形式放到市面上。读者可以通过像亚马逊这样的在线平台来购买这些著作。出版商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发掘未来的畅销书，并将这些作品带入传统出版模式之中。Librinova的竞争优势，就是针对那些在平台上销售超过1 000册的自出版著作，担任其版权代理，帮助作者以传统方式进行出版。其他平台只是单纯地在编辑和营销方面为作家提供支持，而Librinova则是向作家销售一个梦想，让他们相信，终有一日，自己的作品也能获得名头响当当的正规出版社的青睐，在巴黎拉丁区的书店橱窗中得到展示。

到了2018年，有1 000多名作家加入了该平台。传统出版商从平台上选择了40本著作进行出版。经过两轮成功的融资，投资者都在敦促Librinova将业务推广到其他国家。诸如优步和爱彼迎等数字化平台，都走上了激进的国际扩张路线，它们的目标是快速扩大平台规模，利用网络效应，触发“赢者通吃”模式，令平台成为消费者的首选，令竞争对手失去生存空间。2

我们不妨来假设，Librinova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请你来给出关于国际化扩张的思路和建议。为了应对这一任务，我们首先需要对问题进行定义和陈述。上一章中讲过的TOSCA框架可以提供帮助：

●　麻烦：股东想要国际化，而出版业务基本都存在本土局限性，在国与国之间几乎不存在协同增效。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出版行业，包括本地作家、读者和出版商，国际玩家数量极少甚至没有。

●　所有者：是Librinova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　成功标准：是通过可以营利的方式来满足投资者对公司实现国际化发展的渴望，例如，在未来12个月内在某个国家发布全新可用的自出版平台。

●　约束：存在于战略、财务和组织层面。自出版很难做到国际化，公司规模较小，对本土依赖性强，人力和财务资源十分有限。

●　除了首席执行官之外，关键的行动者是喋喋不休的投资者和潜在的国际合作伙伴。目标国家的传统出版商至关重要：如果他们不接纳Librinova的平台，那么后者的竞争优势就不存在。

我们可以这样陈述核心问句：Librinova应采用怎样的国际扩张战略（时间、地点、方式），才能对股东的压力做出回应？

根据4S法的步骤，在问题陈述之后，我们将在以假设为驱动的方法和以问题为驱动的方法之间二选一，来对问题进行建构。让我们不妨先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两种方法。

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

国际化扩张并非什么新鲜事。许多创业公司，包括将供应商和买主联系在一起的数字化平台，都经历过国际化的过程。其中最典型的障碍，是某些活动本身就非常本土化，每个国家都需要从头做起，才能将运营活动开展起来。举例来说，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优步都需要吸引到司机和乘客，而司机和乘客都是当地人，需要进行当地化的交易。虽然算法和平台架构可以平移，但其中的跨国协同效应非常薄弱，这对国际化步伐造成了阻碍。这一问题在图书出版行业尤为突出。

Librinova对各种可能的国际化战略都进行过研究。其中一条思路，是与一家名为侯爵（De Marque）的加拿大公司合作。这家公司的主业是电子书的制作和分销。侯爵公司和Librinova已经建立了一些合作关系：通过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的在线书店，侯爵公司负责Librinova的电子书分销。Librinova还知道，侯爵公司有考虑过在加拿大发布自己的自出版平台。但由于缺乏必备的技术，这一项目迟迟未能开工。若它们能联合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并发挥各自的优势：Librinova在自出版领域的技术，可以帮助侯爵公司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新领域开展业务；而侯爵公司与当地出版业的关系，也能帮助Librinova在加拿大创建起一个姐妹平台。

对于Librinova所面临的问题来说，上述思路听起来颇具吸引力。现在，如果我们选择接受这一计划，那么接下来的任务是搞清楚与加拿大的侯爵公司达成合作，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由于我们找不到什么特别的原因来证明首席执行官的想法是错的，因此这次调查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并不是确认这个点子的可行性，而是对其进行深入探索，从而产生一些别具一格的洞察和建议。这样真是让人松一口气！因为我们不必再纵览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了（为什么不去欧洲或亚洲呢），也用不着试遍所有可能的进入战略（为什么不找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的公司来收购呢），我们已经站在了随时可以出发的起跑线上。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形。问题所有者在给出问题的同时，通常会指出潜在的解决方案在哪个方向，至少能提供一些宽泛的思路。许多人都已经对手头的问题进行过一定的思考，也开展了初步的研究。人们的经验也能发挥作用：如果以前解决过类似的问题，他们就能直截了当地抓住要点，识别出高质量的备选解决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解决者的任务就是对解决方案进行验证，对其中的方方面面进行检查、打磨，并给出实际执行时需要采用的建议。

但我们在实践中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打造假设金字塔

利用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将潜在的解决方案视为一个假设，从所有可能的维度对其进行挑战。我们仅仅是有了个点子，并不意味着这个点子是正确的，而我们现在要去做的工作，其意义就在于对点子的正确性进行验证。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上至下打造一座假设金字塔：将已有的点子作为总假设，并将其拆分为数个令其能够成立的子假设。我们可能还需要对这些子假设进行再次拆分，列出二级子子假设，直到所有假设都足够具体，可以通过分析、事实和数据进行证实或证伪（见图4-1）。当做完所有的分析时，我们可以沿着金字塔再次爬到顶端，判断总假设是对是错，或是判断出总假设中有哪些方面是对的，哪些方面是错的，其对错的程度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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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假设金字塔



如果我们有一个团队，那么打造假设金字塔的思路，就是在团队中进行分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分析方式。本章内容只聚焦在如何打造出一座假设金字塔上，我们将在第6章讨论怎样收集数据、进行分析。

Librinova的案例，能帮助我们看清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围绕首席执行官正在考虑的解决方案来进行问题建构：Librinova应该与侯爵公司达成合作，在加拿大推出一个姐妹平台。这一备选解决方案是金字塔顶端的总假设（见图4-2），那么使其成立的条件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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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Librinova案例假设金字塔的子假设



这一假设包括三个子假设：国家的选择（加拿大）、开拓模式的选择（与当地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创建姐妹平台，而不是单打独斗或进行收购）、合作伙伴的选择（侯爵公司而非其他公司）。我们必须检验这三个子假设是否正确：加拿大必须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市场；在姐妹平台上达成合作，必须是最佳的进入模式；侯爵公司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否则，Librinova就应该重新考虑这个总假设的可行性，转而去考察其他国家、其他开拓模式、其他合作伙伴。若想要总假设成立，那么这三个子假设都必须成立。

假设金字塔中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Librinova的案例，指向了打造假设金字塔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原则：在金字塔的任何一个层级，某假设必须得到下一层级子假设的支持。我们所说的支持，是指每一个子假设都是总假设成立的一个条件。为了避免在这里犯错误，我们需要复习一下数学课上曾经讲过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间的区别。

必要条件是假设为真时不可能出错的条件。例如，“苏格拉底终将逝去”是“苏格拉底是人”的必要条件。同样，“通过销售获得净营业利润”是“实现经济利润”的必要条件。但是，即使必要条件是真实的，假设也可能是错误的：就算苏格拉底不是人，“苏格拉底终将逝去”也可以是真实的，比如你家狗也叫“苏格拉底”。同样，营业利润为正是获得经济利润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你的公司产生的回报高于资本成本，而这才是经济利润的定义。在Librinova的案例中，加拿大必须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市场，我们才有理由进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如果Librinova发现在加拿大找不到理想的合作伙伴，就可以决定不去加拿大。

充分条件与此相反。一个充分条件足以证明某假设是正确的，但即使假设是正确的，其充分条件也可能是错误的：“苏格拉底是人”是“苏格拉底终将逝去”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扩大公司的海外客户群，是提升其出口销售额的充分条件，但出口销售额的增加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货币汇率的变化等。

只要我们能搞清楚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区别，就可以在假设金字塔中应用它：证明一个充分条件是正确的，就足以对某假设进行确认；而证明一个必要条件是错误的，就足以对该假设进行证伪。

从纯逻辑的角度来讲，我们会特别想要找到一个绝杀技般的充分条件，来彻底证明总假设，要么就是个“一棒子打死”的必要条件，来彻底推翻总假设。在Librinova的案例中，我们列举出的三个条件，都是必要条件，证明其中一个是错的，就能推翻总假设。相反，如果能找到单一证据，足以证明与侯爵公司达成合作的可行性，我们就能节省下许多时间和精力。

但是，在实际工作之中，我们会遇到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即“对总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并非我们的唯一目标”。通常，证实或证伪这项工作，不过是我们尽可能翔实地解决某个商业问题的一种途径。就算我们能验证某个充分条件，而这个充分条件又能立即确认备选解决方案，我们的工作也不能停止，还要尝试去发现其他一些充分条件，这些充分条件可以引领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替代性、可兼容的方案。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本土市场的客户群、提高客户平均收入或是进入全新的国外市场等方法，来实现提升销售额。上述三个条件中的每一个，都是提升销售额的充分条件，但我们需要对这三个条件进行深入研究，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去寻找其他充分条件。如果能以恰当的方法利用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很快得出证实或证伪假设的结论，但可以扩大解决方案选择的范围。

第二个挑战，即“在商业问题之中，充分条件极为少见”。在Librinova的假设金字塔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充分条件，但能列出一连串的必要条件。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因为用单一的充分条件来验证某个复杂的计划，基本是不可能的。随着我们将总假设拆分成为更多可搜寻（足够确凿和具体，可通过证据验证）的子假设，我们将发现许许多多的必要条件，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充分条件。这些必要条件，就是侦探口中的线索，医生口中的症状。耳后或颈部的红疹子，是麻疹的症状。此症状是一个必要指征，作为疾病的一个表现而出现，但单凭该症状本身，我们无法对诊断进行确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来确定麻疹这个诊断的正确性。

如果我们在考虑收购一家公司，就必须去检验至少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期望之中的协同效应所创建出来的价值要足够大，能抵消收购溢价。第二，目标公司的股东将以该溢价出售股票。这能帮助我们识别出需要获得的两个证据来源：（1）我们需要对两家公司之间的潜在协同效应进行评估，并估算出此效应带来的价值能否抵消预期溢价；（2）我们需要对目标公司股东可接受的最低收购溢价进行估算。这两个必要条件之中，任何一个不成立，都足以令这笔交易失去吸引力。这些条件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当我们在假设金字塔中写下一系列必要条件时，无法完全确定对这些条件进行验证是否足以对总假设进行验证。我们有很多线索，但其中很可能缺少某些东西。用假设金字塔的思路来工作，既是寻找事实的过程，又是迎接逻辑挑战的过程：我们必须确保必要条件得到验证，而当所有的必要条件整合为一体时，又足以对总假设进行验证。

MECE问题拆分原则

回到Librinova的案例上，若想验证总假设，我们必须对所有三个必要条件进行确认。但这还不足够，我们还必须检验这三个必要条件加总在一起，是否足以对假设进行验证。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遗漏掉某个能推翻全盘逻辑的条件。作为一个逻辑要求，这些条件应该是完全穷尽的。

完全穷尽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为假设提供逻辑支持的所有可能的条件。确定一系列要点是做到完全穷尽的一个小妙招，就是去确定是否有个名为“其他”的类别存在。如果我们想要将轿车分成五个类别（厢式轿车、客货两用车、敞篷车、双门轿车、厢式旅行车），那么就要想一想，“其他”这个类别里面是否为空。若想完全穷尽所有类别，我们必须能将任意一辆轿车分配到其中一个类别之中。检验完全穷尽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假定我们列举出的所有条件都成立，但依然要尝试着去推翻总假设：我们能找到哪些反对的理由？假定我们为Librinova与侯爵公司合作列举出来的三个子假设都得到了证实，有没有什么Librinova不应这样做的理由？也许还有更加明智的选择：向邻国扩张，比如到比利时、德国或西班牙寻找机会，而不是一上来就远渡重洋。

除了完全穷尽之外，各个条件之间必须不能有重叠。换句话说，条件之间必须是相互独立的。如果轿车的类别是相互独立的，那么一辆轿车就不能被分配到多于一个的类别之中。我们在Librinova金字塔中列举出来的三个条件，就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其中每一个都是完备的，可以供我们逐一进行调查研究。证明其中任何一个不成立，都足以全盘否定整个假设；没必要再去探讨其他条件。相反，证明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正确性，只能为假设提供一部分支持，一部分坚实而独立的支持。我们只要完成了对一个条件的检验，就能接着去检验下一个，去评估其是否成立，而不用进行两次同样的分析。

两个检验——相互独立（Mutual Exclusivity，没有重叠）和完全穷尽（Collective Exhaustiveness，加总为一体即充分），常常缩写为MECE。MECE属于基本概念，是优秀的问题解决与推销的支柱。一个MECE列表，就像一幅已经完成的拼图：每一片都严丝合缝，没有重叠，而片与片紧密结合就构成了整幅图画。在本书随后的内容之中，我们还会继续提到MECE这个概念。

根据MECE问题拆分原则进行检验就能发现，我们为Librinova与侯爵公司的合作给出的三个条件，并不是完全穷尽的：我们并没有将备选解决方案与其他可能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进行对比。我们必须补上第四个子假设：与侯爵公司合作，在加拿大发布姐妹平台是最佳选择（见图4-3）。现在，我们已经将总假设拆分成为四个完全穷尽的子假设，也找到了四个（而非三个）研究线索：一是评估加拿大市场，二是分析在姐妹平台上达成合作的优缺点，三是评价侯爵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的利弊，四是发掘其他具有替代性的国际化扩张战略。如果我们是一个团队，共同工作，就能将这些主题分配给不同的团队成员，不用担心其间会有重叠，因为主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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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Librinova案例更完整的假设金字塔



接下来，就是通过将子假设拆分成为可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来进行检验的基础假设，来实现每一个子假设的可检索性。这项工作得到的结果，就是图4-3呈现出来的假设金字塔。

为了对第一个子假设（加拿大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市场）进行测试，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决定某个市场对Librinova是否有吸引力的各项因素。我们可以借助波特五力模型3这个战略框架，列出五个必要条件：

1．市场足够大：假设加拿大与法国的市场渗透率相同，Librinova可以在合理的时间段之内实现收支相抵。

2．分销渠道可进入：Librinova能以合理的成本将图书放在书店中进行销售。

3．竞争不算太激烈：竞争对手的数量越少，图书价格越高，合作的效果越好。

4．能以合理的价格找到可靠的供应商（印刷厂、编辑服务、网络顾问等）：加拿大的平台若想为作家提供一系列的服务，那么这一因素必不可少。

5．加拿大出版商对自出版平台持开放心态：相较于当地出版商，Librinova的文学代理角色至关重要，因为这才是它们的主要竞争优势。

这些都是必要条件，若证明其中任意一条是错误的，就说明向加拿大扩张并非理想选择。上述条件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彼此之间没有重叠，可以由我们单独拿出来判断对错。但是，这些条件是完全穷尽的吗？由于我们利用了评估行业吸引力的现成标准框架，所以并没有遗落至关重要的内容。我们将在下一章内容中讨论到，利用框架的关键优势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确定没有忽略任何东西。在面对复杂的拆分过程时，我们很难确保自己识别出来的条件是完全穷尽的。

图4-3给出了对金字塔中三个支柱条件的拆分。在这一案例中，基础假设是必要条件，令MECE问题拆分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我们想请大家评判一下，这座假设金字塔是否在所有层级都遵从MECE问题拆分原则。我们从经验中可以了解到，永远都存在提升的空间。如果我们有一个团队共同工作，就让每一位团队成员都来挑战假设之中的MECE问题拆分原则。这种做法大有裨益，可以防止我们犯下一些重大错误。

假设金字塔中的逻辑，是通往目标的途径，而非目标本身。我们不能像做数学题那样，仅用纯逻辑的形式来确认或推翻总假设的真实性。我们的目标是去评估假设成立的范围，以及由假设带来的建议将会形成的相关商业影响。在实践中，我们将进入不断迭代的循环之中，以问题建构和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而发展出来的逻辑为基础，将对总假设进行持续的修改和打磨。

如果我们找到了Librinova案例总假设的支持因素，这一支持因素也很可能仅适用于局部。整座金字塔的各块“砖头”，都需要各自的支持性因素。这是个好消息，如果你能做的仅仅是确认Librinova的首席执行官给出的备选方案，那么他就什么都学不到。但如果你能就执行该计划将产生的期望成本和收益给出富有说服力的观点，他就能有很多收获。在分析加拿大市场、评估竞争情况、发现哪家加拿大出版商会使用这一平台、完善准备提交给侯爵公司的协议等方面，问题解决过程将产出非常有意思的心得。

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思路利与弊

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思路非常有效

如果我们能从一个靠谱的假设着手开始工作，那么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思路就会非常有效。这种思路可以让我们专注于寻找备选解决方案或一系列彼此相关的解决方案，从而节省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家与商界高管，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问题建构。他们也总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我们随后就会讨论到，他们有时也会因此而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

专家之所以采用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是因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已经为他们提供了针对专业领域之内的问题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当专家遇到问题时，他们会从自身专长出发得出备选解决方案，以此假设为起点，尝试对其进行验证，并令其逐步适应手头问题的特别之处。专家能识别出规律，并从规律着手展开工作。

规律识别，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要我们能识别出一个规律，就能将精力用在对解决方案的打磨和量化上，使该解决方案更加现实可行。就像病人希望知道怎样才能治愈自身疾病一样，决策制定者也只对听取解决方案及其对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兴趣。

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不仅能帮我们节省大量用于探索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能预期到解决方案的推销方式。当我们从备选解决方案下手时，用来明确该解决方案可行性的论证，也是可以用来说服问题所有者接受解决方案的要点。在生成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得出了推销解决方案的说明要点，可谓一举两得。在Librinova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利用假设金字塔来向首席执行官推销解决方案，而首席执行官也能利用同样的论证去说服投资人。关于这些，我们将在第9章中进行深入讨论。

政治和组织环境也对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有所偏好。当问题解决者面对压力，又不可能当众承认自己的无知时，利用这一思路快速找到备选解决方案，就是找到了问题解决和方案推销之间的捷径。发布业绩预警的首席执行官，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不知道如何应对业绩下滑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从一张白纸着手，而是要通过快速找到备选解决方案，来证明自己思维敏捷、反应迅速。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问题解决者的任务，有时就是对足够好的解决方案进行确认，而这些方案是已被问题所有者所接纳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还是去寻找其他选择，以此来证明我们能找到更好的点子，很可能事与愿违。举例来说，如果Librinova的股东深信公司应迅速走上国际化路线，首席执行官深信与侯爵公司的合作是最佳选择，那么我们还会将时间浪费在琢磨其他点子上吗？对已经被接纳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调查，能帮我们节省下大量时间，不用再去自发地寻找调查方向，思考如何进行方案推销。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发现总假设是错误的，依然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对其进行验证，只不过是说我们可以将工作范围限制在对总假设的挑战和打磨上。

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思路存在的风险

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并非完全没有风险。这一思路会让我们至少面临五种潜在的错误，即第1章中讲到的五大陷阱。第一，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有可能在问题陈述阶段就开始萌芽。我们很可能在自身并不擅长的领域，或是根本不可能发展出真正专业知识的领域，采用专家的思维模式。4随后，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识别问题规律，错误地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并错误地利用这些规律来快速得出备选解决方案。正如我们在第1章音乐行业的案例中了解到的一样，虽然这样做非常高效，但会让人得出关于存在缺陷的备选解决方案的假设。即使往好里说，由此得出的结果也纯属浪费时间。而往坏里说，就像我们在错误的问题陈述陷阱中讲到的一样，这样做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

第二，一旦我们将假设陈述出来，问题框架就会立刻缩小。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可能让我们在自己一手造成的将问题狭隘化陷阱面前不堪一击。我们会专注于头脑之中的解决方案，只有在备选方案被证明不足以解决问题时，才会转而去寻找替代方案。我们在第1章中介绍过的“眼前即世界综合征”，会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假设能应对整个问题，而除此之外，其他都无关紧要。

在Librinova的案例中，假设Librinova与侯爵公司达成合作，共同在加拿大发布平台，就会阻碍我们对其他同样可以解决所陈述问题（如何回应投资人因国际化扩张而施加的压力）的行动方案进行检验。虽然我们可以去考虑替代行动方案（见图4-3），但许多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解决者都可能会将关注点局限在与备选方案直接相关的前三个子假设上，而忽视掉第四个子假设，并由此限制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对解决方案的搜寻。

而且，就算我们将第四个子假设考虑在内，也错过了另一个问题：在出版行业本土化特性的前提下，国际化扩张是不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战略。管理者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满足股东对发展的诉求，比如收购本土的竞争对手，或扩张到相关行业。对这些替代方案进行思考，能通过将思路扩大到国际化扩张之外，来帮助我们对问题进行重新定义。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强调的要点：从假设着手，会导致我们对问题形成狭隘的定义。由此，如果我们的总假设得到了验证，就永远也无法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更加高效而可行的方案，此即“眼前即世界”。

第三，我们为了理解和分析问题所使用的工具，可能会在暗中限制我们提出的假设。当问题所有者请来专家时，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专家的选择，决定了假设的大方向，还会在无形中排除掉其他相关视角。举例来说，被指责对排放测试结果做手脚的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可以仰仗不同的专家来应对同一个问题。他应该去找汽车工程师、律师、管理顾问、沟通大师，还是应该把四人全部请来？关于对问题加以理解并给出假设，每位专家都有不同的思路，都有适用于其专长领域的思维框架。我们拿到的备选方案，将取决于所选专家和他所采用的框架。如果选错了人，就很容易掉进套用错误的框架陷阱。

第四，以假设为驱动的思维，可能会让我们在解决问题之前就开始沟通解决方案。假设金字塔的很大一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其逻辑与推销备选方案时所讲述的故事结构完全相同。但是，这一混淆会带来风险。在一个政府的战情室和新闻中心，会出现同样的思维模式吗？在战情室中，人们的关注点在于（或应该在于）找到应对危机的最佳方案。在新闻中心，新闻发言人会将方案推销给众多媒体以及全世界。仅以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能让受众埋单为思路，去决定备选方案，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这也是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过的无效沟通陷阱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五，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可能会让我们难免落入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一个看似可行的假设，可能会令我们更倾向于去搜寻并接纳那些能确认该假设的信息，而忽略掉那些会推翻我们的信念的信息。就连经验最丰富的问题解决者，也可能掉进这个陷阱之中。人们的经验越是丰富，成功纪录越是壮观，就越容易相信自身的直觉，从而提升证实性偏差的风险。

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的逻辑问题

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存在的另一个麻烦之处，就是需要更为严谨的逻辑推理才能达到要求。虽然这种方法看似对用户很友好，与我们的直觉相符，却会创造出一个由众多子假设和支持条件所构成的复杂网络，让我们面临逻辑错误的风险。

最典型的谬误，就是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与因果关系相混淆，得出含糊不清的结论，造成逻辑缺陷。虽然寻找问题的潜在原因，可以帮我们对问题进行陈述和建构，但将可能的原因误认为假设的条件则会形成误导。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一个貌似说得通的原因就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显而易见”。“无风不起浪”这个说法，就是这一谬误的反映。因为风会生浪，所以看到浪就认为一定有风。但是，浪也可以从不是风的其他源头而生，比如电锅炉或内燃机。在现实情况中，风是生浪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因此，“无风不起浪”这个说法从逻辑上说就是错误的，就算是拿来作比喻，也是漏洞百出，因为流言蜚语本身就站不住脚！在商业环境下，诸如盈利预警、收购项目或裁员计划等公开发布的信息，都可能会导致公司股价的下跌。虽然上述所有因素都是说得通的原因，但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股票下跌的必要条件。

在Librinova的案例中，加拿大市场富有吸引力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这个市场必须足够大，有数量众多的作家会愿意来使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通过对加拿大那些苦于作品无处发表的作家数量进行估测，来对这一条件进行检验。但是，这一必要条件只不过是加拿大市场富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其吸引力的原因或结果。很明显，此条件并非结果。认为市场富有吸引力，所以加拿大有许多作品无处发表的作家，整个逻辑是说不通的。但是，有意思的是，此条件也不是一个原因：认为作品无处发表的作家数量令市场更富吸引力，也是错误的，虽然这个说法听起来貌似很有道理。就算加拿大满大街都是作品无处发表的作家，加拿大市场也可能毫无吸引力。举例来说，如果当地自出版平台业务激烈竞争，那么进入该市场的这个行为就压根儿完全无法盈利。

许多战略失误都源于这类将因果关系与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混为一谈的逻辑缺陷。我们是不是经常听到一些公司因为某个市场规模庞大、增速可观，就迅速进军其中的故事？市场的规模和增速并非市场吸引力的充分条件。有限的竞争是另外一个必要条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条件需要考虑。

另一个逻辑敌人，是对相关性的误用。如果我们将相关性与逻辑链路混为一谈，就会引起误导。相关性完全可以是建立在错误理念之上、毫无逻辑可言的关系。虽然在游泳池溺亡的人数与冰激凌的消费量呈相关性（因为两者都会随夏季气温的升高而增加），但是禁止售卖冰激凌并不能拯救游泳池溺亡者的生命。虽然我们不能在问题建构阶段以相关性为参考，但可以谨慎地利用相关性，在随后假设验证阶段进行数据分析时，将其作为实证。我们将在第6章讨论怎样处理相关证据。

打造假设金字塔的过程难度可能会很高。虽然假设金字塔的视觉呈现貌似清晰合理，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逻辑和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和相关性之间的含混不清，会令整座金字塔的逻辑拖泥带水、似是而非。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在简洁和高效的外表之下，潜藏着大大小小的逻辑陷阱。我们自然而然的倾向，就是跟随直觉进行快思考，而这种行为很容易让我们掉进逻辑陷阱之中。我们总是忍不住对相关性进行过度解读，将其视作因果关系，又将因果关系当成逻辑链路。我们可能会认为，只要给出一堆必要条件，就是在应用MECE问题拆分原则，而这一堆必要条件就能凑成一个充分条件。我们可能会在最薄弱的线索中发现对假设的支持性证据，与此同时忽略掉那些更强大的、能将假设推翻的信息。

战略咨询行业的从业者对于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存在风险的说法可能并不认同，因为这种思路在实际工作中是被人们广泛采用的一种工具。当我们有效利用这一思路时，能避免证实性偏差、逻辑缺陷和其他陷阱。但在实践过程中，当我们选定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时，就有可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掉进这些陷阱之中。避开这个错误的一种方法，就是转而选择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

以问题为驱动的问题建构

和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相比，以问题为驱动的问题建构思路可能看起来有些单调乏味。其背后的支持理论要简单得多，但在商业环境中并没有那么受欢迎，因为这种思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调查更加透彻，想象力更加丰富，批判性思维更加敏锐。

笛卡尔的4条原则

以问题为驱动的问题建构，利用了对事实进行系统化搜索的笛卡尔法。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于17世纪初著成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一书中5给出了4条原则。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4条原则来描述以问题为驱动的问题建构思路：

1．在彻底完成质询之前，不会认定任何现象为事实。

2．将每一个问题拆分成多个组成部分，直到我们为每一个基础问题找到足够优秀的解决方案为止。

3．从最简单的问题着手进行分析，一步一步向上走，逐步抵达复杂性更高的问题，与此同时始终保持对顺序和优先级的关注，尤其是在思考彼此毫无关联的问题之时。

4．确保毫无遗漏。

第二条原则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例行方法，是将同一个问题拆分成为不同的问题和子问题，不附加任何想当然的想法，直至我们抵达简单到能获得可靠回应的基础问题层面。绝大多数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无法直接解决。单凭直觉的拍脑袋式的解决方案存在误导性。笛卡尔对问题的分析，就像化学家对化学物质的分析过程一样，要将其基础元素逐一分离开来。他的方法是将一个问句拆分成多个更加具体的问句，直到问句简单到可通过分析进行搜寻的程度。批判性思维（第一条原则）是整个过程的关键所在。

后两条原则，就是我们所谓的MECE问题拆分原则。基础问题必须是相互独立的，这样我们才能对其逐一击破。如果全部基础要点能凝聚为一个覆盖问题所有方面的组合，那么我们就能确保做到毫无遗漏。

以问题为基础的问题建构，需要将问题拆分成为可供我们逐一解决的一系列子问题。一个实用工具，就是问题树（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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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问题树结构



问题树与假设金字塔

利用假设金字塔还是问题树，完全由你来决定。我们将两种思路的视觉呈现方式进行了区分，是为了对其概念上的差异进行强调。假设金字塔由假设型陈述构成，而问题树由问句构成。树上的每个分支，都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可以通过更细的枝杈划分为更具体的问题。细枝上的具体问题是可以通过分析进行检索的，加总在一起，便能帮我们找到粗壮枝条上的更为宏大的问题的答案。

虽然笛卡尔提出上述原则，是为了引导个人在独立思考时的推理过程，但咨询顾问也会利用问题树作为协作工具，来协调整个团队的行动。整个顾问团队共同着手搭建问题树，这种做法既能鼓励批判性思维，也能促进成员对问题结构的共同理解。

在现实环境中，特别是当我们面临时间压力时，建构问题树的做法可能看上去有些浪费时间。一开始只有一个问题，到头来眼前摆着一堆问题，简直是适得其反。我们可能会认为，建构问题树就是在白忙活，因为我们不可能将这样的分析过程拿给问题所有者去看（因为问题所有者只想听到解决方案，不想听到问题）。我们还可能会认为，以问题为驱动的建构需要的只是常识和批判性思维，而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需要的则是领悟力和商业常识。

这就好像是说，问题树是给新手用的，只有高水平的问题解决者才能用得上假设金字塔。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建构起一棵与问题解决紧密相关的问题树，同样需要强大的领悟力和商业常识。经验能帮上大忙。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其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更加彻底，可以避开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沿途的诸多陷阱。

不断成长的问题树

回到Librinova的案例上，我们的问题陈述如下：Librinova应采用怎样的国际扩张战略（何时、在哪里、怎么做）才能对股东压力做出回应？

若想利用问题树的思路对问题进行建构，我们必须将这一核心问句拆分为多个子问题。由于我们的问题陈述方式是将其作为多个可能选项之中的一个，因此对问题进行建构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其想象成一个表格，其中横排是可能的选项，竖排是评估标准。我们可以给表格中的每一个小框定一个分数，以评估标准为基础对不同的选项进行排名。由此，我们便可以将核心问题拆分为两个子问题：

●　Librinova的国际扩张选项是什么？

●　Librinova及其股东的评估标准是什么？

回到具体案例之中，我们必须对侯爵公司这个选项予以特别关注。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法，是围绕侯爵公司来建构第一个子问题。图4-5是一棵问题树的初稿。我们在树上将第一个子问题拆分为三个分支：（1）对侯爵公司这一选项进行分析；（2）寻找替代方案，包括其他进入模式（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其他国家以及潜在合作伙伴（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3）考虑推迟国际扩张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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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Librinova案例的问题树初稿



若想使拆分之后的结果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就必须抵御股东的压力，考虑将推迟海外扩张作为一个选项来对待。选择这条路，Librinova可能也有站得住脚的原因，无论我们最终给出怎样的建议，都最好对这些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但是，这条调查思路，与基于不同国家、进入模式和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化扩张的选项，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一思路要求我们对Librinova的商业模式进行分析，并对公司将商业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的能力进行评估。我们认为，将这一调查思路列作一个子问题是合理的。

侯爵公司这个选项同样需要我们投入特别关注，所以也可将其视为一个子问题。对侯爵公司这个选项进行深入分析，以及针对是否存在其他可用选项进行发掘，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思路。举例来说，若想找到其他适合国际化扩张路线的国家和地区，就需要发掘不同国家自出版领域的聚合数据，而对加拿大这个选项进行分析，则需要关于本地市场环境的更加精练的信息。而这就引导我们走向了图4-6所示的完整问题树。6


[image: ]
图4-6　Librinova案例更为完整的问题树



80/20原则

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在保证全面彻底的前提下，让问题树处在可掌控的范围之中。令问题树尽可能详尽、事无巨细，在问题解决过程的一开始是有帮助的，但我们迟早都要对枝杈进行修整，明确优先顺序，去除那些找不到出口的选项。一个经验之谈，就是20%的问题会产出80%的洞察。

百分比会随情况而不断变化，而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要点，就是在绝大多数问题中，少部分关键因素发挥着重大作用。举例来说，在一家公司的业务中，20%的关键客户通常能带来80%的销售额，20%的产品线能产出80%的利润。

将关注点集中在那些能形成较大影响的问题上，是更有效率的做法。我们可以在早期阶段将影响力较弱的选项放在一边，暂时搁置，而集中全力去研究那些最具影响力的问题。但是，对枝杈的修剪必须以问题的影响力为依据，而不能因为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研究起来更轻松就投入进去。

在Librinova的案例中，寻找证据，证明Librinova能够抵御股东的压力，不走国际化路线，可能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从中，我们可能会对公司战略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其他子问题。当我们采取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时，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忽略这一选项（见图4-2和图4-3）。从开放式问题着手，以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方式对其进行拆分，可以通过挖掘原本意识不到的子问题，来帮助我们将初始问题扩展开来。

假设金字塔还是问题树

对于定义较窄的问题，特别是只需回答是或否的问题，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和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作用是相同的。举例来说，有一个问题陈述是提出是否要收购一家特定的目标公司。问题树会提出只需回答是或否的问题，而假设金字塔则会从“应该进行收购”这一假设着手。从本质上讲，两个思路没什么区别。问题树看起来也和假设金字塔十分相似，只不过所有的内容都表现为问句的形式，而非假设陈述。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的唯一好处，就是能帮我们避开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因为在这条思路的指导下，问题解决者更有可能保持开放的心态。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在假设金字塔和问题树之间二选一。我们在此给出的建议非常简单：除非有特别强烈的原因，让你坚信能通过假设金字塔找到答案，否则默认选项就是问题树。

我们了解到，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更快，感觉上更加自然。如果我们之前从未思考过自己是如何解决问题的，那么我们很可能一直在遵循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而以问题为驱动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避开假设思维的许多常见陷阱，得出更有深度的结论，就算当时头脑中已经有了备选解决方案也不例外。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对问题进行深度调研，问题树就应该是我们的首选。

我们应该将以假设为驱动的思维局限在两种情况之下：

1．我们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自己的假设。如果你拥有深度的专业知识，或问题非常简单，那么就可能处于这种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下，问题树就有些过犹不及了。我们也可以将举证责任转移出去：在接受任何一个备选解决方案作为首选假设之前，将这项工作职责分配给提出这条思路的人，请他们来证明假设的合理性。

2．没有建构问题树所需的充足资源。这可能是由于时间限制，也可能是因为你身负压力，需要传达出头脑中已有的解决方案（而且你也准备好了去接受现有的问题定义，不打算对其进行挑战）。这是一条风险重重的道路，有时却是唯一选项。

图4-7对假设金字塔和问题树的优缺点进行了总结，并列举了两者各自适用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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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假设金字塔和问题树的对比





总体来看，在问题建构过程中，我们推荐问题树，而不是假设金字塔。问题树能帮助我们避开证实性偏差和其他问题解决过程中会遇到的陷阱。但是，问题树最大的麻烦之处在于要将问题和子问题拆分为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元素，这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并不熟悉的问题时，而我们不熟悉的问题又恰好是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最适合去解决的。下一章，我们将讲述怎样利用框架来克服这一障碍。

我们讨论过的两种问题建构方法存在一个局限性，即它们本质上是分析性的，不能促进创造力的发展。这两种方法能告诉我们应该进行哪种分析，才能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找到解决方案，或对解决方案进行确认，却无法让我们得知怎样才能想出富有创新意味的解决方案。如果手头的问题需要我们跳出盒子去思考，创造出全新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两种方法可能都派不上用场。这时，如果我们想要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就要转而去利用即将在第7章和第8章讨论到的设计思维。


小结

1．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建构，主要是从核心问题的备选解决方案着手，试图对其进行确认或推翻。

2．若想建构假设金字塔，就需要从备选解决方案着手，将其置于顶端，作为主导假设。接着，我们要将备选假设拆分为子假设，即令假设成立的各项条件。如需要，可对子假设进行再次拆分。

3．在金字塔的每个层级上，支持假设的各项条件必须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要求：相互独立（没有重叠），完全穷尽（加总在一起，足以对假设进行确认）。

4．针对每一个假设展开彻底而全面的挑战，从而对假设进行确认、推翻或打磨。

5．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很有效率，能利用上我们的专业知识和规律识别能力，而且还有助于推销解决方案。但这个思路本身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〇　无法避免第1章讨论过的全部五个陷阱。

〇　会造成逻辑挑战：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原因与结果；相关性≠因果关系。

6．若想利用以问题为驱动的思路，就要从核心问句着手，对其进行拆分：

〇　拆分为一系列问句，而非陈述句或假设。

〇　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标准：每个层级的子问题之间必须既相互独立，又完全穷尽。

〇　利用80/20原则（20%的问题产出80%的洞察）。

7．默认情况下，一律采用问题树。只有当我们对自己的假设抱有强烈的信心，或当我们没有条件建构问题树时，才会选择假设金字塔。


第5章
问题建构：分析框架

上一章，我们讨论了问题建构的两种方法：假设金字塔和问题树。两种思路都能让我们将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或主假设）拆分开来，变成一系列范围小一些的组成部分，之后再次拆分为更小一些的元素，一直拆分到我们可以逐一解决的基础问题为止。每一次拆分，都必须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每个问题（或假设）必须被拆分成子问题（或子假设）。

从原则上来看，将一个大问题拆分为多个小问题是很简单的事。举例来说，如果有人问你：“销售额为什么下降了？”你可能很快就能想到，要按不同区域、产品线、客户类型或其他任何一种现成的数学拆分方法将总销售额分开来看，从中识别出究竟是哪个类别出现了下降。以这样的方法对基本逻辑加以利用，就体现了MECE问题拆分原则，而且通常情况下也是合理的。

但是，当我们面对更加复杂或范围更广的问题时，问题建构过程的难度就会大很多。举例来说：“某公司在近期的业绩会如何变化？”当我们必须应对这类问题时，又该如何将其拆分成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一系列小问题呢？

所幸，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是一个装满解决方案的工具箱。这是因为，许多问题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完全独一无二的，而是与类似问题同属一个类别。某公司的确独一无二，但提出一家公司在近期将取得何种业绩这样的问题，则是许多人每天都要面对的。

举例来说，一位股票分析师面对类似的问题，可能会这样回答（见图5-1）：“简单。拿出最近的一份能反映市场共识的预测，如果有公司公告和能反映公司业务情况的相关新闻报道的话，再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就得到了一份新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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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股票分析师的分析框架



这位股票分析师虽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所使用的正是一个分析框架（或简称框架）。分析框架是针对典型问题预先制定好的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工具，比如我们刚刚讲过的案例就属于这一类。分析框架对于需要建构问题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捷径。我们在这里是在顶层问题上利用了框架，我们还可以在问题树或假设金字塔任何一个层面的问题拆分过程中运用框架。

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框架的作用，介绍可以在问题建构过程中加以利用的框架，并给出一整套现成的顶尖框架，也就是经过精挑细选，由我们主观选定的一系列可供读者了解和运用的框架。我们还会对框架的局限性进行讲解，以便读者恰当选用。

利用框架对问题进行拆分

框架，是建构问题树和假设金字塔的砖瓦。就像玩乐高的孩子一样，一位技巧娴熟的问题解决者，会在问题建构的过程中以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方式将框架融入进来。

举例来说，请看图5-2中的简单问题树。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家私募公司1是否应该对某公司进行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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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私募公司的基本问题拆分



数字是沿时间轴给出的基本问题拆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私募基金收购某公司后，此公司将表现如何的短期问题；另一个是私募基金将公司卖掉时能获得多大价值的长期问题。请注意，此问题树的第一个分支，是我们在图5-1中见过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在对私募基金的业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到达这一分叉口，而只需了解私募，包括公司的收购、持有和转卖。从逻辑上讲，收购与否的这个决定，取决于我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看法：（1）持有期间将会发生什么；（2）未来能以什么样的价格卖出去。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为一家私募基金做分析，就会对私募的模式有一定的了解，用不着从一张白纸开始，每次都完全依赖纯粹的逻辑，去思考是否应该对某家公司进行收购。这是我们以前遇到过的问题，也已经有了成型的处理方式。举例来说，一位私募分析师可能将问题做如下拆分（见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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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私募基金的问题树

①指税息折旧及推销前利润，是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问题与图5-2中的问题颇为相似。实际上，两张图中的问题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是利用财务概念以更加精准、量化的方式提出问题的。私募分析师利用了一个分析框架，即一个简单的公司财务公式：EV (6)=EBITDA×(EV / EBITDA)。2从公式中可以看出，价值创造(EV的改变)是由等式中两项变量之一的改变而驱动的，这两项就是EBITDA和交易倍数。私募基金现在便可以利用其他框架来解决每一个子问题，比如，是什么驱动着EBITDA的增长？图5-4是将这一问题逐个拆分成小问题可能采用的一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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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私募基金的问题树（续）



在这一层面，我们看到，直接分析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举例来说，拿到管理团队的计划，就能找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分支上，我们完成了问题建构，接下来就能进入分析阶段。

这些例子反映出我们利用框架将问题拆分成子问题的两种方法：

●　图5-3的拆分，便是我们所谓的功能性框架（随后我们将了解到，这也是功能性框架中的一个特定类型：公式）。这类框架的优势，就是普遍通用。任何一家公司的价值都能拆分成利润指标和该指标的倍数。功能性框架是搭建起商业推理的核心砖瓦。如果我们去翻看市场营销、金融或其他学科的教材，或是去商学院读书，就会学到许多功能性框架。

●　如果对私募行业不熟悉，那么图5-4中体现的第一分支的第二层拆分会令你觉得颇为诧异。当我们审视由此得来的树形图时，会发现这是一个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拆分，也是对这一问题展开思考的一种现实可行的方法。但是，除非我们心里有数，否则根本没办法预先得知会获得这样的结果。这就是行业框架的一个案例。功能性框架和行业框架不同。功能性框架是从课堂和书本中学来的，而行业框架则是商界人士在工作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每个行业的人在分析经常会遇到的关键问题时，都有自己的捷径，而行业框架则嵌入在该行业所使用的工具、方法和决策原则之中。举例来说，绝大多数私募基金在对投资机会进行评估时，都会在其模板和指标中嵌入一个类似图5-4的复杂版框架。

框架的风险

功能性框架和行业框架的便捷性，也会带来一类风险：由于框架假设其所面对的问题是通用的，因此就相当于同时假设该问题属于框架适用的那一类问题。利用框架，就相当于采纳了该功能或行业的心智模型，并接纳了该功能或行业默认的所有假设。

举例来说，对比图5-1和图5-4，股票分析师和私募基金投资人都想要对某公司在未来5年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但是，他们所使用的不同框架，也反映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设。

股票分析师的框架是对股价进行评估的模型。该模型依赖于几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举例来说，该模型假设，股票价格能在任何时间点上正确地反映公司前景和关于该公司的公开信息。

私募基金投资人则假设管理行为能创造价值。他们还假设一位新的所有者（比如私募基金）能给出更多行动建议，并对这些行动进行监督，从而带来价值的提升。

这两个框架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一家公司的真正价值，是由公司股票供需变化所设定的价格来决定的吗？还是通过对未来现金流进行计算所得出的价值来决定的？也许，读到此处时，你已经在股票分析师或私募基金投资人两者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本人在两个领域之中的任何一个领域有切身经历，那么就会被相应的框架所吸引，并可能被我们在此做的大幅简化而吓到，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更为详尽的版本。但是，我们在此想要说明的，并不是对两个观点的优劣对比进行讨论，而是想要强调不同的框架会反映出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假设。

危险之处在于，当我们频繁而不存质疑地对框架加以应用时，就会忽视嵌入框架之中的假设。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讲到的，“选择某个审视的角度，也意味着对其他角度的忽略”。3当框架所包含的假设条件无法得到满足时，危险便会浮出水面。举例来说，股票分析师的审视角度，会对市场效率和流动性同时做出几个假设。如果没有这些假设，那么定价模型就无法成立。相反，私募基金投资人的世界观假设，信息不对称使他有可能在别人没有发现的情况下及时抓住机遇。两者的假设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合理的，但没有哪个假设能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成立。一个明智的做法，就是利用多重框架将复杂问题拆分开来。我们将在本章末尾继续讨论这一话题。

现在，我们首先需要建构起自身的心智模型库。如果我们对各类模型并不熟悉，就很难对多重模型加以利用。我们可以先从最为强大的行业模型着手，功能性模型是紧随其后的第二选择。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了，我们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将一个问题拆分成一系列小问题，那么就只能放弃框架，纯粹凭借基本逻辑进行分析。图5-5对问题拆分的三种主要方式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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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拆分问题的三种方式



行业框架：价值创造的驱动器

为了对行业框架进行深度理解，我们来想象一下，法国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聘请你做顾问，就一个经典而简单的问题请教你的意见：怎样才能提高盈利能力？4如果让你自己来思考如何将这个问句拆分成几个组成部分，那么你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将利润拆分成收入和成本，如图5-6所示。这一思路很简单，也很受欢迎，很多学生也会将其作为第一选择。而且，这个思路很明显也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利用与损益表相同的细化方式，会计的MECE精神肯定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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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星巴克问题的简单拆分



可惜，这种拆分思路基本毫无用处。原因很简单，虽然收入和成本是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利润拆分方法，但收入和成本的变化并非如此。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价格上涨会导致销量下降。在不涨价的前提下增加收入，就意味着要增加销量，而销量的增加几乎永远意味着会出现额外的成本。相反，降低成本的许多方式早晚都会对收入产生影响。从统计的角度来看，成本和收入是独立的，也是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损益表细化方式。但从动态的、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拆分方式并不合理。

如果读者心存质疑，就请想一想，这幅树形图的下一个层次会包括哪些内容。在树形图的收入分支上，我们可能会问：“通过增加员工数量的方式来减少店面顾客的等候时间能否增加收入？”但在成本分支上，我们可能会问：“星巴克如何降低店面的员工成本？”我们在成本和收入分支上挖掘出来的想法是相互矛盾的，以这样的方式打造出来的问题树，并不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

我们需要的细分方法，不是盲目遵从会计模板，而是对能去做的那些可以提升盈利能力的事情进行分类。我们需要一个框架，从中可以看出如星巴克这样的零售商的举措是如何创造价值的，或是怎样没能实现价值创造的。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框架，框架能反映出该行业的价值驱动因素，也就是商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杠杆。5

快速识别这些价值驱动因素的一个方法，就是观察每个行业的公司对其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方式。不要看他们的会计报表，因为各个行业的会计报表都是标准化的，而应该去研究一下他们呈递给股东和财务分析师的财务报告中的那些对管理层行为的具体解释。例如，星巴克像大多数零售连锁店一样，报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可比店销售增长”，也被称为“同店销售增长”或“同类销售增长”（Line-For-Line，简称LFL）。LFL增长衡量的是公司上一年度开业的商店销售额的变化，并表明了如果没有开设或关闭商店，连锁店将经历的增长或下降。这个指标很重要，因为它衡量的是一种零售模式吸引和服务消费者的内在能力。这一指标还抓住了一个具有资本效率并且更具盈利能力的增长来源，因为同店销售增长通常比新开店所需的投资要少得多。经营连锁商店的企业经常将收入拆分成LFL和其他增长来源两类进行相关分析。

将这个框架应用到我们的问题上，就意味着对问题树进行不同于收入和成本方法的拆分（见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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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星巴克问题树的第一次尝试



但是，这个问题树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拆分之后得到的分支是文不对题的。我们采用的拆分视角是增长，而不是利润。如果我们想要针对问题进行适用的拆分，就可以使用LFL和加开新店作为灵感，但是还需对其进行加工。

在图5-8中，我们从盈利角度出发，对问题拆分进行了调整。现在，我们将利用LFL业绩和店面组合变化之间的区别来对盈利进行分析，而不是仅着眼于销售。为了保证完全穷尽，我们还添加了第三个分支：零售框架，但是我们的问题陈述并不局限于将增长锁定在当前的零售业务模型上。如果我们不增加这个分支，就排除了星巴克寻求其他收入来源的可能性，比如在超市销售星巴克的产品或发展线上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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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套用行业框架的星巴克问题树



选择正确的行业框架

上面的三个分支，对于零售咖啡店的价值创造而言，是个还不错的首层框架，值得继续深挖，但这一框架是否适用于其他行业的企业呢，比如汽车企业？从原则上讲，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相应的问题树依然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标准。但这样挪用过去，我们就可能会错过汽车公司盈利能力的一些关键驱动因素，比如开发什么样的车型，如何定价，或者融资服务的盈利能力等。汽车行业的价值驱动因素不同于连锁餐厅，而且，如果我们所关注的行业没有面向消费者的实体销售点，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框架就是无效的。

这说明了问题建构的一个基本原则：要选择正确的框架，我们必须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从一个行业空降到另一个行业的高管，有时很容易忽视这一原则，并给自己日后的职业生涯埋下祸端。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以及他们用来分析问题的框架，都与他们面临的新情况不同步。

行业框架并非永恒不变的真理，从另一个行业直接导入框架永远都是不对的。当行业发生变化时，对框架进行调整就尤为重要。例如，当电话服务从受管制的公共事业转变为允许竞争的商机时，各家电话公司就开始从用户平均收益、客户终身价值和收购成本的角度来考虑价值创造了。电话公司从保险和旅游等行业借鉴了这些概念（还从其他行业挖掘人才），在这些行业中，客户忠诚度是理解价值创造过程中需要进行分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框架。但这一事实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该行业价值创造的实际驱动因素发生的变化。当消费者可以在不同的电话服务商中进行选择时，电话公司就需要改变他们考察的业务杠杆。全新的框架则能反映出这些变化。框架是思维对现实的映射：当现实发生改变时，对框架进行调整就是合理的。

然而，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关于如何进行框架选择的观点有些太过狭隘。就算现实没有发生改变，重新思考框架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每当我们说到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解决战略问题时，我们的意思难道不是说，利用从不同行业中学来的不同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全新的洞察力吗？

这个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举个例子，曾就职于宝洁公司的员工，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在星巴克的案例中提出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利用对营销人员来说最为熟悉的框架，提出问题，询问哪些品牌和产品线推动了现有店面的销售。这个角度可能会令他们注意到茶饮产品线表现良好，并考虑进行营销活动，以进一步提高这些产品的知名度。或者，他们可能会根据消费场合来分析店面的销售情况，注意到顾客的消费行为在上午很活跃，下午相对较平缓。这一发现将促使他们提出建议，对产品线的下一步改良进行测试。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零售业管理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想象一下，星巴克刚刚聘请了一位在丰田公司拥有多年成功经验的运营主管。若是看到店面里排着长队的顾客，也许这位主管会立刻将注意力集中在提高点单速度上。食品准备台的布局是否可以优化？在不失去星巴克标志性的成品定制特点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中的某些部分是否可以实现标准化？是否可以通过诸如让消费者使用手机App的方法，实现提前下单并加快支付速度？

其中一些想法可能确实很有价值。这种新颖的思维方式，是对行业所依赖的核心框架的有益补充。但是这些框架及其所反映的思维模型，并不是只适用于某个行业的。我们想象中的宝洁和丰田的两位主管在星巴克的案例中所利用的，是他们在之前行业中所获得的深层次的功能性知识。宝洁公司主管带来的，并不是他在快消行业所积累的经验，而是品牌管理框架。品牌管理框架，是快消品营销人员熟悉的营销工具之一。同样，丰田公司主管则带来了精益生产的心态。实践证明，这种心态能很好地服务于汽车公司和其他行业。这些例子想要说明的，就是功能性框架的价值。

功能性框架：问题解决的基本技能

回到星巴克的案例上，假设你并不熟悉零售行业及其价值驱动因素，但你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商界人士，对市场营销、财务等方面的核心概念了如指掌，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些基本的收入和成本细分开始，不是一开始采用的简单的“增加收入，降低成本”的思路（因为这种思路不切实际），而是稍微复杂一些而同样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盈利细分方法，如图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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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套用功能性框架的星巴克问题树1



这种思路可能没有图5-8中的那么简洁，却是个很有用的开始。通过对盈利等式进行调整，这一思路在尝试着解决成本和收入杠杆之间的重叠问题，“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如图5-9中加下标点部分所强调的）。如果我们站在财务主管的位置，就能一眼看懂这种拆分方法的逻辑。财务主管擅长对过往财务结果的变化原因进行分析，他们的专长就在于理清那些对财务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

让我们进一步对第一个分支进行分析——怎样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提高收入。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首层拆分，就是要区分新客户和现有客户。在有市场营销背景的人士看来，这一拆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在第二层拆分中，将购买频率和单次消费额拆开来看，也是专业营销人员对收入进行拆分的另一种经典方法（见图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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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套用功能性框架的星巴克问题树2



这些是分别来自财务和营销领域的关于核心功能性框架的示例。对这些专业领域中的资深人士来说，这些框架就相当于第二天性。但就算读者没有从事这些领域的工作，上述框架也非常重要、普遍适用，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大多数问题树都要求我们在核心问题拆分的某个层次上使用多个功能性框架。因此，对主要的功能性框架有所把握，是所有问题解决人员的基本技能。

但是，就像行业价值驱动因素一样，我们在利用功能性框架之前，也要留意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不能将从商学院或其他地方学到的所有东西都用作解决问题的框架。例如，竞争优势的概念无疑有着极高的重要性（有些人可能称之为战略思考框架），但这个概念无法帮助我们建起问题树。类似的概念可能在问题解决的早期阶段有所助益（特别是在问题陈述阶段），在问题建构过程中却派不上用场。许多基本的商业概念和工具都不是分析框架：只有那些能针对通用问题进行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拆分的概念和工具才够格。

其次，由于框架是对某类特定问题的拆分，因此我们不能用针对某类问题的框架去拆分另一类问题。无论是像波特五力模型这样经久不衰的经典模型，还是炙手可热的新兴模型，很多对某类商业框架有所把握的人士，都会跃跃欲试地想要将心目中的框架应用到任何一个突发的问题上。举例来说，波特五力模型只适用于一个问题：“这个行业是否对投资有吸引力？”而如果你面临的问题事关一个品牌的未来或是在讨论收购的好处，那么用波特五力模型来分析，只会徒增困惑。6这个道理说起来直白，却经常在问题树中看到错误的案例。

再次，功能性框架和行业框架一样，都反映了功能性的思维模式。但是，绝大多数商业问题都并非仅限于狭窄的功能领域。以星巴克的案例来说，这是一个财务问题，还是一个战略问题或营销问题，抑或是三者兼具？很明显，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在真实世界中，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会自带标签，告诉我们它属于哪种类型，应该到哪本教科书中去寻找答案。

导致拙劣的问题建构的原因，最常见的就是人们对某一个框架非常熟悉，总是想要将同样的框架应用到所有的问题上。在广告业人士看来，星巴克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品牌定位问题。在财务人士看来，同样的问题可能是成本管理问题。而在房地产商眼里，又变成了店面选址问题。试图将我们所知的一种或几种框架运用起来，会导致我们走向第1章中讲到过的套用错误的框架陷阱。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在手拿锤子的人看来，所有东西都是钉子。”

顶级功能性框架

在工具箱中装入除了锤子之外的工具，能帮助我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问题解决者。带着这样的理念，我们整理了一系列功能性框架，详见本章末尾的表5-1至表5-5。表中的内容并没有完全穷尽，而是刻意局限在必备框架的范围之内。我们以三个原则为指导，选定了这些框架：

1．选择经典。举例来说，战略领域中的每一个经典问题，都有许多彼此针锋相对的思想学派，而每一个学派都声称能给出思考问题的正确方式，以及一套思维框架。我们在这里选择了久经时间考验的经典，放弃了那些现在已经过时的经典，比如对优势、劣势、机遇和风险进行分析的SWOT战略框架。我们认识到，在某些领域，并不存在对于主导框架的共识。

2．选择实用。在搭建问题树和假设金字塔的过程中，这些框架非常实用，可以帮助我们将常见问题拆分开来进行分析。对于具有高度确定性目标的问题来说，一定有一套特定的框架可以用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例如，如果我们的问题是构思出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修正的助推措施，那么EAST（Easy, Attractive, Social and Timely，分别代表轻松、有趣、具有社交属性和适时）框架就会提醒我们，要鼓励的行为需要符合轻松、有趣、具有社交属性和适时的原则。7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我们更有可能遇到的是诸如量化市场规模这样的实质性问题。我们依据自身经验，选定自己认为可以应对常见问题的框架。

3．与战略框架有关。我们知道，这样的结果反映了我们自身作为战略学教授的思维模式，但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对综合管理的专注（在综合管理领域，对问题框架进行建构的难度更高）。我们认为，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许多读者选择了本书作为参考。如果读者已经认识到自身面临的问题属于营销类问题，那么就会直接去阅读营销类书籍。

我们不会就每一个框架展开详述。如果真的展开来说，这本书要比现在厚得多。但是，我们会具体讲到哪个框架适用于什么样的问题，帮助读者躲开拿着锤子四处找钉子的陷阱。套用框架的切入点，是框架所适用的问题，而非框架本身。这样的叙述方式，并非框架所属的各个功能性学科的常规教学方式。我们对这些工具的理解很可能具有局限性，正如许多框架在除了可用于对问题进行拆分和分析之外，还有其他的应用场景。但是，在问题建构的过程中，我们所采用的简化思路是有用的。

我们也指出了每个框架的类型，并将其分为三类：

●　公式框架，将结果与其各个变量相关联。在我们需要将问题以数字运算的方式进行定义时，公式非常有用。

●　类型框架，将事物的不同类型逐一列出。当我们面临的问题需要给出一系列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分项时，比如不同的选项、原因、因素等，需要确保没有遗漏。

●　检查表框架，与类型框架有相似之处，但列出的所有元素必须同时存在才能让某个条件为真。


表5-1　营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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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营销框架在诸多教材中均有讨论，包括《营销管理（第15版）》（Marketing Management，15th edition）。





表5-2　战略框架

[image: ]
注：许多教材都讲到了战略框架，包括《现代战略分析（第9版）》（Contemporary Strategy Analysis，9th edition）。





表5-3　组织和变革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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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许多教材都讲到了组织框架，包括《组织行为学（第9版）》（Organizational Behavior，17th edition）。





表5-4　运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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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许多教材都讲到了运营框架，包括《竞争优势的运营管理（第11版）》（Operations Management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11th edition）。





表5-5　财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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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ROCE是使用资本回报率，ROIC是投资资本回报率，ROI是投资回报率，其他缩写请见注释。2公司财务框架在各种教科书中都有讨论，包括《公司财务（第4版）》（Corporate Finance，4th edition），《价值评估：公司价值的衡量与管理（第6版）》（Valuation: Measuring and Managing the Value of Companies，6th edition）。




无框架：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逻辑拆分

如果你掌握了足够多的行业和功能性框架，就能轻松处理日常遇到的许多经典问题。这就是经验能给你带来的好处：虽然不能直接给出答案，但能让你知道应该提出什么问题——应该利用哪个框架。

但是，当问题较为复杂时，用以解决问题的问题树，就不再是将两三个随手拿来的现成分析框架简单拼凑在一起那么轻松了。在问题建构思路中，我们需要利用牢固的“水泥黏合剂”使这些“砖瓦”结合为一体。在没有现成的框架可用时，我们还需要用基础材料将空缺补上，这也就是逻辑拆分的用武之地。

顾名思义，逻辑拆分，就是从纯逻辑角度对问题进行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拆分。假设你正在研究图5-10中的一个分支：提出星巴克怎样才能提升顾客每次到店的平均消费额的问题。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你对几个有关新产品的点子做了分析，其中包括茶饮、软饮料、小食甜点等。你怎样才能确保这一连串的点子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呢？所幸，正如图5-11所示，逻辑框架可以帮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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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套用逻辑拆分方法的星巴克问题树



答案就藏在充满魔力的“其他”二字里。若想让问题树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我们就要随时随地利用“此类／他类”的逻辑区分方法。还有其他一些同样便于使用（也同样符合常识）的逻辑区分方法：“旧／新”“过去／现在／将来”“里／外”“蓄意／无意”等。我们无法在此将问题拆分的所有逻辑思路都一一列举出来，在实际工作中，你会发现许多拆分都是自然而然的。

逻辑拆分是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而且应用范围几乎涵盖所有领域。逻辑拆分的有效性，以及从中获得的心得，无法与分析框架相提并论，但可以帮助我们在遇到困难时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查理·芒格曾为商界新人给出过这样的建议：“在脑袋里装上模型……多个模型，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两个经常使用的模型，人类心理的天性就会让你为了让一切符合自己头脑中的模型而对现实进行扭曲……而且这些模型要来自不同的学科，因为我们无法从一个狭窄的学术领域获得世上所有的智慧。”8芒格对模型的评价是正确的，他所谓的模型，就是我们所称的分析框架。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需要我们具备对许多框架进行调用、整合和对比的能力。正如芒格所言，我们需要持续努力，不断扩充头脑中的“框架图书馆”。

多重框架，也是我们以团队形式共同协作时能更加有效（有时则是难度更大）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团队之所以比个人更有效率，是因为每个团队成员的头脑中都装着不同的模型和框架可供利用。而有时团队协作比个人工作的难度更大，则是因为许多不同的框架彼此碰撞，增加了沟通的难度。如果你一门心思只想着自己的那个视角，那么其他人的观点就很可能让你觉得无知或与你无关。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讲到的星巴克的案例：关于咖啡店盈利能力的问题，营销专家和运营专家有着不同的见解，而这种分歧很可能会引发矛盾，而不一定能得出覆盖面更大、更加准确的共识。

框架并不是对问题进行建构的黄金法则，而是建构起整套方法（综合而成的问题树或假设金字塔）的砖瓦。在星巴克的案例中，关于产品线和店内服务运营的想法，都与问题本身相关，属于问题树的不同分支。我们若想对问题进行彻底建构，增加得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的机会，就必须主动去利用并整合来自不同人士的不同观点与框架。

有效的问题解决者，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掌握多个框架，而且还要善于将自己头脑中和团队成员探讨出来的多个框架整合为一体，形成综合的问题建构。若想对庞大而复杂的问题进行建构，我们既需要作为砖瓦的框架，也需要将砖瓦堆砌成型的技能，而这就是建构问题树和假设金字塔的艺术与实践。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专门对解决问题进行讨论。


小结

1．分析框架=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通用问题拆分方法。

2．框架能反映出人们的心智模型及其隐藏假设：

〇　股票分析师和私募基金投资人利用不同的框架对公司进行估值。

3．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采用的框架中隐藏的假设。

4．行业框架在应对某行业价值驱动因素时最为强大。

5．功能性框架是多面性的：

〇　在头脑中建构主要学科公式、类型和检查表的储备库（见表5-1至表5-5）。

〇　不要成为四处寻找钉子的锤子。

6．当没有框架可用时，可以采用逻辑拆分方式。

7．建构问题树和假设金字塔可以将多重框架和逻辑整合为一体。


第6章
问题求解：八度分析法

还记得我们在第2章中认识的首席执行官特蕾西吗？在案例中，特蕾西正在对太阳系公司的两个亏损部门——冥王星和天王星的去留进行抉择。

特蕾西在与团队进行了大量讨论的基础之上，得出了两个假设。第一，她认为冥王星是太阳系资产组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业绩颓势是可以扭转的。第二，她认为应该将天王星卖掉。她还请你——首席财务官团队中的分析师，找出需要去做的分析工作，并将其做完，以确定这条主导假设是否正确。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陈述和建构，现在终于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刻，而你正是要去脚踏实地做事的幸运儿。此时，你准备怎么做？

从问题建构到分析

你的起点是特蕾西的主导假设：太阳系应该卖掉天王星。特蕾西认为，天王星并非太阳系业务组合中的核心单元，而且还能以富有吸引力的价格出售出去。这两个观念构成了特蕾西的假设金字塔。

由于特蕾西是老板，也是问题所有者，而且她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思考，因此，你的任务不是对问题范围进行拓展，而是要深入她的假设中去进行验证。在此，我们认为假设金字塔是适用的，而非问题树（如有需要，请参见图4-7对两种方法优劣点的对比分析）。由于以假设为驱动的思路会面临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因此你必须小心行事，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对特蕾西的推理（以及你自身的推理）发起挑战。首先，你要确保假设金字塔从逻辑上讲是成立的（见第4章）。在听取特蕾西讲述的过程中，你意识到她的思路在逻辑上有问题。特蕾西提出的两个子假设，是保证主导假设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为了让假设拆分符合MECE问题拆分原则，你立刻加上了第三个必要条件——天王星的售出不会给太阳系公司造成其他问题（做得好，特蕾西已经开始对你的问题建构技巧另眼相看了），即假设金字塔的第一层级，详见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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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太阳系案例假设金字塔的第一层级



三个子假设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拆分成基础假设（见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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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更加完整的太阳系案例假设金字塔



第一个子假设称，天王星是太阳系业务组合中非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从公司战略角度来看，天王星并非业务组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蕾西的评价以几个基本假设为依据。第一，太阳系的战略，正如特蕾西所言，并不需要天王星的技术（基础假设1.1）。第二，虽然天王星的产品一直以来都是销售给和地球、火星（太阳系的核心业务部门）一样的同一批公司客户，而这一商业协同性，也正是太阳系当初收购天王星的原因，但是技术上的挑战令天王星的产品与公司核心客户群的相关性越来越低（基础假设1.2），而且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基础假设1.3）。天王星与地球和火星之间并不存在其他富有意义的协同效应（基础假设1.4），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太阳系中剥离出去，也就是说，太阳系可以在不造成大规模组织和管理问题的情况下，将主体业务与天王星的业务联系切断（基础假设1.5）。

第二个子假设称，天王星的出售能为太阳系创造价值。这一推理过程，利用了我们在第5章讲到的公司财务框架：这种思路主要是对两种情境进行对比，第一种是太阳系在保留天王星的情况下，从中获得现金流的净现值；第二种是将天王星售出并从中获得盈利。其背后的逻辑是，即使天王星真的并非核心业务部门，太阳系也可以继续持有它。特蕾西认为，天王星的亏损是暂时的，等到经济环境好转之后，就可以恢复盈利能力（基础假设2.1）。天王星管理层曾经提出过一系列生产效能提升计划，目标就是用两年时间恢复盈利能力（基础假设2.2）。因此，太阳系应该以符合现实情况的商业计划为基础，对天王星的价值进行估算，其中应该将提升价值的计划包括在内，而天王星管理层也对实现计划信心满满。这一假设对于太阳系的价值，代表的是其将业务部门销售出去的保留价格：太阳系的现金流并不紧张，没有理由将天王星贱卖给别人。特蕾西认为，有买家愿意用比保留价格更高的价格来买下天王星。还有一些行业竞争对手能与天王星的业务产生协同效应（基础假设2.3），虽然他们还需要向反垄断机构申请批准，而这一点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可能是个麻烦事儿（基础假设2.4）。同时，还可能存在有金融背景的买家，比如私募基金投资人（基础假设2.5）。最后一个问题是，上述这些买家能否在天王星还不赚钱的时候，就给出一个好价格。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太阳系就应该继续等待，直到情况有所好转再做决定（基础假设2.6）。

第三个子假设，是在将天王星视为非核心业务部门，并且有买家愿意出一个好价格的情况下，来排除掉太阳系不愿出售天王星的其他可能存在的原因。举例来说，这类原因可能包括，诸如工会或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跑出来拖后腿（基础假设3.1），或是将天王星卖掉之后，太阳系无意间给核心业务部门地球和火星创造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竞争对手（基础假设3.2）。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太阳系是否知道怎么将天王星销售出去而获得现金。总体来讲，这并不是什么难题，但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就很可能造成复杂的纷争（基础假设3.3），而且没有人能保证这个列表涵盖了售出天王星将会带来的全部风险（基础假设3.4）。

我们现在有了一座坚实稳固的假设金字塔。你作为问题解决者的任务可谓十分明确。你必须针对每一个基础假设找到以下线索：（1）为对假设进行测试必须掌握哪些信息；（2）怎样获取这些信息。这两步就是图6-3、图6-4和图6-5中的分析和来源两栏。从中得出的分析计划可以告诉你必须做到什么才能对假设进行确认、推翻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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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太阳系案例（子假设1）的分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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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太阳系案例（子假设2）的分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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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太阳系案例（子假设3）的分析计划



八度分析法

分析这个词，指的是基于事实的定量处理，有时可能会对人产生误导。实际上，我们将通过对这一分析计划的讨论来说明，分析可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以公认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为起点，以精细的判断为终点。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中，我们可以根据复杂程度由低到高来确定八个分析度：

1．可以作为给定的、无须进一步分析的假设。天王星不是太阳系公司战略陈述之中的核心业务部门，这是一个真实的假设（基础假设1.1）。原则上，你可以对这一假设发起挑战，说不定可以围绕天王星建立起另一套可行的公司战略。但既然这份陈述是特蕾西写的，那么把这份公司战略陈述当成既定现实，也是可以接受的。1

2．分析工作需要拿到白纸黑字的硬数据，而硬数据并不一定那么容易获得。举例来说，特蕾西断言，核心业务部门（地球和火星）和天王星之间的商业协同效应十分有限（基础假设1.2）。若想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就需要对其各自的业务中有多少来自共享客户进行量化分析。要做到这一点很可能颇具挑战，比如，你可能会发现不同的部门对相同的客户使用了不同的代码，或者对同一家客户公司的不同部门运用不同的应对措施。但这是一个就事论事的问题，而你掌握着所有的信息，就算这些信息不那么一目了然，也是有方法获得的。

3．基于非数字事实进行评估。行业内的技术变革及其对客户需求的影响（基础假设1.3）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举例来说，根据可获得的信息，你可能需要通过与选定的客户进行面谈，来收集这些信息（或请一家市场调研公司，以更谨慎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你的客户对他们未来需求的看法，不容易用几个数字来概括，却对你的结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定性的事实依然是事实。

4．可通过事实之外的简单分析予以解决的假设。将天王星售出是否会增加共享业务的复杂性或成本（基础假设1.5），主要是一个基于事实的问题，但也需要一些分析工作。如果天王星的员工数量占全体员工数量的20%，那么你会让人力资源部缩减20%的员工来平衡吗？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余下的业务部门会因此承担多大的负担？

5．假设会迫使你做出一些猜想和判断，因为在理想情况下，提出假设总是需要一些你无法获得的数据。哪些公司会有兴趣购买天王星，与天王星的协同效应对他们来说值多少钱（基础假设2.3）？这些都是事实性问题，但如果不深入了解这些公司的战略和资产，你就无法给出全面的答案。你应该能够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之上得出一些稳妥的猜测。太阳系内部可能有人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对主要玩家的战略比较熟悉。你也可以咨询公司外部的行业专家。虽然这种方法并不完美，却可以帮助你建立起合理的判断。举例来说，如果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有三位玩家对收购天王星非常感兴趣，那么就足以为你的判断提供支持性证据。在真正开始天王星的销售流程之前，你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某个买家会为天王星支付多少钱（基础假设2.6），但通过行业中最近发生的交易，你可以分析出一个大概。

6．基于特定判断的假设：内部计划。在我们的案例中，你将会询问天王星管理层关于恢复盈利能力（基础假设2.1）和实现生产力改革（基础假设2.2）的计划。在提高盈利能力的压力下，管理团队通常会对他们的计划过于乐观。2当天王星管理层担心本部门将被卖给可能取而代之的收购者时，这种天生自带的乐观情绪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如果只看这些计划的表面内容，那么你设定的保留价格可能会过高。决定给这些计划打多大的折扣，要看你的判断，而这一判断必须在与特蕾西的讨论中得到确认。

7．需要技术专长才能得出的判断。除非你是反托拉斯法的专家，否则你个人对竞争对手收购天王星（基础假设2.4）是否会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评估可能一点儿实际用处也没有。你需要得到专业意见。同样，你的同事可能会提供一些潜在行业买家的名字，但如果你想找到私募买家，就应该求助投资银行或其他金融顾问（基础假设2.5）。优秀的财务顾问可能还会发现你没想到的买家，比如相邻行业的外国竞争对手。

8．判断是一个不可简化的决断过程。利益相关者对资产剥离的反应很可能是情绪化的、不可预测的。这些反应本来就很难评估，因为在早期阶段不可能对其进行试探（基础假设3.1）。同样，假定没有遗漏掉任何可能发生的负面后果（基础假设3.4），判断本质上就是一场赌博，赌注建立在“未知的未知”基础上。尽管情境规划等工具可以降低意外发生的可能性，3专注于对这些未知因素的发掘，可以缓解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过于自信的倾向，4但再多的分析也无法消除重大业务决策中的不确定性。当假设依赖于有根据的决断时（假设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是严谨和详尽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认识到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决断的问题，并确保问题所有者能意识到这个决断的重要性。另一种方法（有太多的问题解决者都会选择这条路）是对决断加以利用，但以隐晦的方式让受众相信，这些决断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虽然并没有什么事实可供参考。这样的做法很可能会导致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

建立分析的计划

只要确定每个基本假设需要利用哪种类型的分析，就可以开展工作规划并着手进行分析。工作规划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因为这取决于你要做的分析处于怎样的大环境下以及分属于哪种类型。以我们刚刚描述的分析计划为例，整个顾问团队的工作组织方式，不可能和特蕾西找来的那位财务分析师的工作方式保持一致。但是，有两点是共通的。

第一，从关键的成败假设开始，特别是当这些假设相对容易进行验证的时候，更应该以此为起点。在我们的案例中，对天王星和太阳系核心业务部门之间没有客户协同效应的假设进行验证至关重要。如果这个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整座假设金字塔就会崩塌。优秀的工作计划，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能够改变问题整体答案或解决方案的分析。

第二，你识别出来的一些分析工作可能难度太高，甚至根本无法做到。这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所需的技能，也没有方法掌握这些技能（例如在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专长时）。更常见的关注点是，通过分析，你将对答案进行更改。在我们的案例中，保密性显然是一个问题，在决定进行分析工作时，你需要对此予以考虑。举例来说，如果你正在分析一家工厂的生产力问题，需要对时间和工作过程进行研究。过程中，你站在车间里的工人旁边，手里拿着秒表，而你的存在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表现。社会科学家把这种影响称为“霍桑效应”。5只有当你确定了来源，并意识到接近来源将会面临的挑战时，才能完成你的分析列表。

在头脑中武装上这些原则，你就可以建立起一套分析计划，并将其转变成任何一座假设金字塔的工作计划。如果你选择的是问题树，那么情况也是如此：你将为问题树中所需回答的问题列出分析列表，而不是去识别对某个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所需的分析项。这两种思路的许多分析方法是相同的，主要的区别在于，问题树更加开放，因此需要进行的分析也更多。

执行分析的步骤

一旦完成了问题的陈述和建构，有了分析计划和工作规划，就到执行分析的时刻了。数据处理（以及其他形式的分析）在此正式启动。你的解决方案的水平，只能和分析的水平保持一致。如果分析存在缺陷，就算问题陈述再精细，问题建构再巧妙，也得不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在任何领域有过实战经验的分析师都会告诉你，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可以避免一切分析错误。就算是非常优秀的分析师，也容易犯一些十分常见的错误。以下是一些有关这些分析错误的注意事项。这些是以我们作为顾问和教授的经验为基础，研究了数千名同事和学生的分析工作，并总结了我们自身的错误之后得出的经验教训。

因为我们只关注分析工作，所以在此假设问题的陈述和建构是正确的。此时，你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寻找正确的数据，在必要时做出合理的假设，准确地对数据进行分析，并从每个分析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下面，让我们按顺序对每一个步骤进行深入探讨。

选择正确的数据

优秀的分析始于优秀的数据。

1．拿到正确的数据。我们怎么知道手头的数据是正确的呢？英国广播公司（BBC）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一周一期的电视节目《或多或少》（More or Less），每期都会对那些看似可靠的统计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出其中存在的严重误导倾向。

以其中的一期节目6为例：2016年英国官方数据表明，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记录的他杀案件数量增长了21%，达到697起。犯罪率的急剧上升，着实令人不安。

如果你要找的是犯罪统计数据，那么警方的数据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样的假设似乎不无道理，但放在这里则不然。这里他杀案件中的大部分（80%）的增长是由单一事件造成的，如1989年希尔斯堡足球场灾难——这场灾难共造成了96人死亡。20多年后，这些死亡人数被修改归类为非法杀害。这种情况通常并非人们能想到的杀人案，也不是在2016年发生的。

这类错误在业务分析中很常见。也许你正在寻找某种商品的消费数据（比如白糖），那么你认为，很容易拿到手的生产数据具备足够好的代表性吗？在此请三思。以较长的时间尺度和较大的空间尺度来看，供求可能是平衡的，但如果局限在某个地理区域和某个时间段内考虑，供求关系就不太可能一直保持同步，其中存在着太多的交易和库存变化。还有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假设公司的股价反映了其为股东创造的价值。举例来说，在报告首席执行官的业绩时，观察分析人士通常会对首席执行官上任后股价的变化发表评论。但是，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对股东总回报（TSR）的分析，必须考虑到股息、股票回购和股票分割。

2．调整时间序列的正确区间。以失业数据、新车销售量或房价为例，所有这些类型的数据都是按时间序列排列的。通常，你会想要拿到最新的数据，或者尽可能接近于当前的时间点。但是，时间序列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呢？你的这个选择可能会改变你得出的结论。

以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为例，他于2001年9月7日正式执掌通用电气公司，并于2017年10月2日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通用电气的股价下跌了39%。单凭这一点来看，伊梅尔特长达16年的任期对通用电气的股东来说似乎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7然而，2001年9月11日（凶残的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那一天）之前的那个周五，对于在一家美国大型公司上任的“新官”来说，可真算不上是个吉日。在伊梅尔特初任首席执行官的头两个星期，通用电气的股票价格暴跌了四分之一。而人们并不能将股价的下跌归咎于伊梅尔特的上任。如果你从那个低点看起，一直看到伊梅尔特掌管通用电气的最后一年——2016年底的变化，那么通用电气的股价上涨了4.1%。如果你将这个数字与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同一时间段的表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样的表现虽然算不上有多牛，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仅仅几天之差，就意味着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如此极端，但如果你不假思索地选择一个最容易获得的时间段，那注定会是一个错误的时间段。

3．获得正确的定性数据。定性数据同样危险重重。举例来说，假设你的分析工作需要与客户进行访谈，以确定他们对公司产品的满意度，你会与哪些客户交谈？通常情况下，如果只去找那些很容易找到的客户（许多实际情况就是如此），那么你的样本很可能会有偏差。举例来说，让销售人员来负责组织访谈，你很可能会见到一群销售人员的好朋友。另一种策略，就是给那些在调查问卷或投诉建议中表示愿意接受访谈的客户打电话，但这也会导致样本偏差（尽管与上述方向相反）。这种抽样偏差在定性分析中经常出现，而且常常被忽视。

一种常见的抽样偏差值得你特别注意。假设你进行客户访谈的原因，是因为业务流失。客户对公司的产品不满意会是原因所在吗？你问客户，他们的回答是“不”。事实上，他们喜欢这个产品，而他们希望公司在其他方面作出改进。可惜，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具有误导性：你的样本只包含当前的客户，这些客户并不能告诉你有关实际离开的客户的任何信息。已经流失掉的客户可能有着不同的品味和偏好，你必须想到这一点。当我们希望通过变化发生后仍然存在的事物（留下的客户）来理解变化（客户流失）的原因时，我们就遭遇了幸存者偏差。8

在大多数例子中，人们选择错误数据的原因很简单：容易获得，而相关性更高的数据则更难找到。对选择危险捷径的风险加以限制的一种方法，就是对数据进行精确标记。糖的消费数据和生产数据是不同的。但有时，就算是一个准确的标签也会产生严重的误导，正如2016年英国警方记录的他杀案件数量所体现的那样。

进行严谨分析需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耐心阅读细则。在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201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统计数据的报告中，你必须读到这份长达58页的报告的第25页，才能找到关于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的解释。第二个原则是提问。在过去，收集数据就相当于对那些能够接触到数据的人进行采访，而向他们提出一些与数据相关的问题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今，全世界的信息都触手可及，我们很容易就会跳过这一步。

做出合理的判断

许多分析工作，不仅需要利用硬数据，而且需要做出判断。如果你正在起草一份商业计划，计算一个未来项目的成本，或只是简单地估算一些没有完美数据可供参考的事项，那么你就是在做判断。

判断的基本规则是其明确性。假设你要进行一项预测，其中一部分要以货币为依据。没人会指望你确切地知道一年后美元兑欧元的汇率是多少，但你究竟选定哪个汇率还是值得讨论的。记住，你做出的判断可能对你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你的受众来说并非如此。

明确判断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助于你与受众进行对话。问题所有者想要知道你的判断，这一点是合情合理的。这并不是说他想对你的分析进行攻击，而是他接受你的结论必须经过这一步。建立这种对话的最佳方式，就是当你的结论依赖于这些判断时，主动提供一份关于关键判断的清单。最好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对话，而不是在设防的状态下被人盘问和质疑。

这就引出了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如何做出符合现实情况的判断，或者说，如何让你的受众认为你提出的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这样一个宽泛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但以下四点可以帮助你避开可能会经常犯的错误。

第一，若想贴近现实，就要落到实物。许多判断要用抽象的数字来表示，如百分比、比率或指数等。这些都是有用的参考点（我们将在下面展开讨论），但是在进行判断并与他人共享这些判断时，你最好将判断转化为具体的数值。举例来说，如果你预测新店销售额每月增长15%，并认为这个判断是合理的，那么就踏踏实实地计算出从现在算起一年后店铺的客流量。这时，你才可能发现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讨论有形的、实实在在的数据，比讨论抽象概念要更加容易。

第二，检查你全部的判断是否彼此一致。同一份报告的不同部分，包括外部事件发生的时间、竞争对手的行为，甚至是大宗商品价格或汇率等基本信息的判断前后不一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当内容是由多人提供的信息汇集而成的时候）。更常见的情况是，当你孤立地对某些判断进行考虑时，可能感觉很靠谱，但若将多个判断放在一起考虑，就很难让人信服。例如，在一个商业计划中，受众可能会相信你提出的大胆的收入预测，或是你积极削减成本的计划，但不会同时相信两者。

第三，对你的判断进行基准对比。对判断可信度予以支持的最佳方法，是给出相关的比较。假设你要预测新产品的销售额，就以对消费者产品使用量的估计为基础（这也是上面所说的落到实物原则的实际应用案例）。你的受众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直观的感受（你知道自己每年要消耗多少克牙膏、糖或面粉吗），没有上下文，人们可能会质疑这种判断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你的判断是在市场平均水平或相关竞争对手的基础上进行校准的，你的估值就会变得更加可信。这就需要假定，你选择作为基准的竞争对手不是极端案例（例如，不要以脸书作为你的用户增长的基准）。

第四，敏感性测试。对自己提出的判断有信心是很自然的，对估计未知或预测未来的精准度过分自信也是很自然的（这种过分自信通常被称为“校准错误”9）。当你以九成信心确定自己估计的数值处在某个范围内时，你至少有50%的时候是错的。10即使你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你也必须问自己：“如果我错了，我的结论会改变吗？”这就是敏感性分析的目的。如果关于某关键输入的判断（如预测和估算）发生了20%的改变，你的结论仍然适用吗？如果发生了50%的改变呢？更好的方法是，把问题反过来问：无论是单一判断还是多个判断，你的判断需要做出多大的改变，才能让你的结论不成立？当你有理由怀疑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或客观性时，进行敏感性测试会显得更为重要。在本章前面的太阳系公司的案例中，天王星的商业计划就包含了相关判断。天王星的管理层比一般的管理团队更有可能产生过于乐观的估计，因此通过改变这些判断来测试结论的敏感性，就是至关重要的。

在受众面前对你的判断进行详细的分析、基准对比和测试，可能看起来不太自然。你可能会认为，应该在计算过程中表现出自信的风度，如果将你的判断与他人分享，就会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或者你只是担心事无巨细地与受众交流，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但这难道不是问题所有者委托你进行分析的原因所在吗？这些担心是多余的。佯装出一副自己可以确定一些很难预测的事情的样子，这不是自信，而是愚蠢。将你提出的建议所适用的边界条件分享出来，并不会削弱建议本身的说服力，而是会令这些信息更加可信。一位优秀的问题解决者会给出优秀的判断，最重要的是，他不会羞于解释和分享这些判断。

保持数据精准

现在，你已经获取数据，并明确了判断，是时候让数据“跑”起来了。我们通常不会在这一阶段出什么错，因为计算过程无须借助人工。但是，从作为顾问和教育工作者的经验来看，我们依然时不时地会看到粗心大意的计算错误。以下建议能帮助你降低这一风险：

1．当心百分比，其中暗藏杀机。你可能早就知道，如果成本飙升了50%，要令其回到原来的水平，需要削减33%，而不是50%。如果100欧元的价格包含20%的增值税，那么税前价格不是80欧元，而是83.33欧元。这个简单的算术问题总是会导致大量的错误，尤其是当我们直接用百分比来推理的时候。举例来说，你得知销售额比去年下降了10%，于是提出用两个方法来收复失地，每个方法都能使你的收入增加5%。这样一来，你只能差不多追平，但并不完全相等。11

2．数量级是你的好朋友。对于结果，就像对判断一样，需要落到实处，你要确认结果是否处在正确的范围内。商业计算不是粒子物理学或天文学，人们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通过计算对答案产生直观的感觉。

3．如果数据看起来不太对，那么很可能它就是错的。如果你通过计算得出，你的（合法）生意可以产生99.9%的销售回报率或者每年增长5 000个百分点，那么请你重新计算。分析过程中会得出意料之外的结果，但意外情况很少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其称为意外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再找一个人，让他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看其中是否有意料之外的结论。

4．就算数据看起来是对的，实际也仍然有可能是错的。即使在高度智能的时代，粗心大意的计算错误、Excel电子表格中的小问题和其他疏忽仍然经常发生。12畅销书《这次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作者、明星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承认，在分析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Excel公式中的一个疏忽导致他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13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急匆匆地发送报价，想要收购一部分陷入困境的银行资产，就在此时，其律师事务所的分析师在将Excel电子表格转换成PDF格式之前，忘了删除隐藏行，无意中将巴克莱无意收购的几个不良资产也包括在内。这种人为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那些马虎大意导致的失误，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反复检查，最好能用上第二双眼睛来检查。这个环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压力巨大和截止日期紧迫的情况下工作，人们更是很难做到认真检查。

得出分析结果

现在，有了数据、判断和计算，是时候看看分析结果，并提出怎么办的问题，从而得出结论了。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中看到的，这些现在怎么办将为你打造的故事线之中的关键信息提供支持，协助你将解决方案推销给问题所有者。正如我们将在第10章中看到的，这些现在怎么办还决定着幻灯片上的各个大小标题，因此，千万不要在这个步骤中得出错误的结论。

分析结果有时是明确的，从中我们能得出一览无遗、无懈可击的结论。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有不止一种方法来看待数据，有不止一种角度来理解数据。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危险重重，而这里的危险同样在于，我们会立即得出支持我们心中的假设和我们头脑中的故事情节的结论，而不去考虑其他解释。这个证实性偏差的问题根深蒂固，克服此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别人来挑战你的分析。让同事来看一看你的数据，询问他们能否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让你大吃一惊。

其中一类证据，需要我们拿出寻根问底的质疑态度，那就是“关联数据”（correlation data）。为简单起见，也因为关于确定显著相关性的统计检验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我们在此假定，相关性已得到合理的计算，并且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对统计显著性的测试，并不能保证相关性在外行人士理解的一般角度上是有意义的。当我们得到一个结果，比如相关性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并不意味着这个结果反映了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能说明你可以在测试所指定的级别（例如99%）范围内确信，这一相关性的确存在于现实中（比如在你研究的人口群体中）。统计显著性衡量的是你观察到的相关性的靠谱程度，但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这两个变量是相关的，而其背后的原因很可能与因果关系根本搭不上边。

举个例子，这段话摘自最近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崛起的报告：“在我们调查的3 000家公司中，只有20%广泛应用了人工智能。那些报告应用人工智能的公司，利润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3%～15%。”还有这项关于性别多样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我们发现，在公司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的存在与更加优秀的财务业绩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在这两个案例中，分析师都观察到了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纳某项实践（人工智能或女性董事会成员）和公司的财务业绩。但是，这些相关性是否意味着因为企业有了这些实践所以获得了更好的业绩呢？对这一证据存在几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应用人工智能、增加女性董事，的确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有时，相关性是能反映因果关系的。热浪来袭与脱水致死之间，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科学严谨的研究都表明前者导致了后者（虽然在第二个例子中，烟草行业数十年来一直声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可信）。

其次，盈利能力更高的公司，更有可能在早期就采用新技术，也更有可能是性别多样性的积极倡导者。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盈利能力就是公司采纳这些实践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这个错误叫作反向因果关系。避免这种错误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对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调查：如果你观察到这些公司在采用新做法之前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盈利水平，那么就必须怀疑此处出现了反向因果关系；如果你确认这些公司是在引入实践之后盈利能力才得到提高的，那么就可以将其作为支持性线索，证明实践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因果联系。

再次，在两个变量之间观察到相关性的第三种解释，是存在第三个尚未观察到的因素在驱动着这两个变量，这个因素可以证伪我们观察到的相关性。我们在第4章提到过一个典型例子——游泳池中溺水的人数和冰激凌消费量之间存在虚假的相关性：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导致另一个事件的发生，但有一个共同的因素——炎热的天气，对两者都产生了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女性董事的任命，都反映了公司主动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像实验研究那样是随机分配的。从研发支出的多少可以看出，专注于创新的公司可能会在做选择时有所偏重，因为创新型公司更有可能采用全新的实践。14创新也是企业财务业绩的驱动力。15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新实践对公司业绩没有发挥真正的影响，也会与较高的业绩水平产生关联。

最后，这些相关性可能只是将彼此毫无关联的事实放在了一起，说白了就是巧合。这种现象经常在时间序列数据中发生。举例来说，缅因州的离婚率与人造黄油消费额，以及被床单勒死的人数与人均奶酪消费额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16这种相关性很可能会让你觉得荒谬至极，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当你观察到的现象并不像上述情况那样八竿子打不着时，我们就会倾向于从相关性中推断出因果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相关性？四个字：万分谨慎。我们不是让你忽略相关性的重要意义，但必须以我们在第4章中介绍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为背景来对其进行考虑。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非因果关系存在的充分条件，而统计关联是必要条件。17

逻辑表明，在得出因果关系存在的结论之前，我们要对一个因素影响另一个因素的机制提出假设，识别并测量除了假设中规定的那些混杂变量之外的所有可能存在的混杂变量。在上面提到的例子中，分析人员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对人工智能和性别多样性如何影响财务业绩进行解释，对分析中潜在混杂效应的影响予以控制，并给出支持其因果关系的证据。

还记得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过的Librinova公司的国际扩张战略吗？假设公司领导发现了一项针对100家扩张到加拿大的小型法国公司的研究，结果显示75%的公司都在3年内关闭了加拿大子公司。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加拿大扩张与失败之间存在强关联，而这种强关联足以成为放弃原定计划，转而寻求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理由。但Librinova公司不应该从相关性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它应该问问这些公司为什么会失败，是因为研究的时间点与加拿大经济的严重衰退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还是因为汇率的突然变化？另外，这些失败了的公司是否采取了与Librinova公司正在考虑的合作方式不一样的直接扩张战略？上述相关性是Librinova公司应该注意到并加以理解的线索，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帮助我们得出任何结论。



优秀的分析是问题解决的关键。虽然我们在问题定义和建构阶段时常能看到惊艳的见解，实际分析过程却几乎无法出彩。优秀的分析工作就是严格执行、规避错误。4S法的解决阶段，当涉及假设金字塔或问题树时，你需要去做的就只有严谨执行。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看到，用设计思维去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样需要严谨的态度和规矩，同时还要利用对定性数据的分析与合成来开发复杂业务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小结

1．从假设金字塔或问题树着手建立一个分析计划：解决基本假设或问题的必要分析和每个基本假设与问题的来源。

2．分析并不完全以事实和数字为基础。按复杂程度递增的顺序排列，有八种类型的分析需要识别：

〇　事实：（1）现有事实；（2）硬数据；（3）非数字事实。

〇　（4）基于事实的分析（例如，经常性支出可以减少多少）。

〇　（5）基于判断的分析（例如，协同效应）。

〇　（6）内部计划，也是以判断为基础的（例如，销售计划）。

〇　（7）专家给出的专业意见（例如，法律意见）。

〇　（8）评判结论（例如，对利益相关者反应的预期）。

3．对工作进行规划，优先进行可能改变整体答案的分析。

4．常见的分析错误包括：

〇　误导性数据（英国的杀人案件真的增加了21%吗）。

〇　错误的时间范围（对杰夫·伊梅尔特的表现进行评判的时间段是什么）。

〇　有偏见的样本（只有不满意的客户或只有尚未离开的客户参与调查）。

〇　不现实、不连贯、未经测试或隐藏的假设：

[image: ]　检查：实际合理性、内部一致性、基准、敏感性。

〇　数值错误：

[image: ]　检查：百分比、数量级、“意料之外”。

〇　数据解释错误，尤其是存在相关性的数据：

[image: ]　相关性是否反映了因果关系、反向因果关系、共有原因或巧合？


第7章
问题求解：设计思维的5个阶段1

道格·迪兹（Doug Dietz）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人——他为人真诚、语气温和，脸上经常挂着温暖的微笑，怀揣一颗宽容的心。在过去的27年里，道格一直在威斯康星州的沃基肖工作，担任通用电气医疗集团（GE Healthcare）医疗成像系统的工业设计师。通用电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旗下的医疗集团坐拥180亿美元的资产。

在2012年的TEDx演讲中，道格讲到了自己的一个顿悟。这个顿悟永远地改变了他对设计医疗仪器的看法。几年前，在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一种新型的磁共振成像仪（MRI）之后，他造访了一家医院，想要亲眼见证这部机器的运作。道格讲述这段故事时，就像看着自己的宝宝终于长大成人的父亲一样，脸上写满了自豪。他告诉操作磁共振成像仪的技术人员，这部仪器获得了国际设计卓越奖的提名。

在谈话过程中，操作磁共振成像仪的技术人员请道格到外面稍候，因为此时正好有一位病人要来做扫描。正在道格往外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小女孩拉着父母的手朝这个方向走来。他能看出来，父母满面愁容，小女孩也是一脸恐惧。这家人越走越近，女孩便哭了起来。父亲弯下身来说：“记住，咱们已经聊过这个事了，你可以勇敢起来的。”当这家人走进检查室时，道格也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小女孩看见那部全新的磁共振成像仪时，一下子吓呆了，哭得更厉害了。父母两人郁闷地彼此对视，毫无办法。道格知道，他们担心的是怎么才能让孩子熬过这场磨难。在演讲中，道格回忆起那一刻时，眼中充满了泪水，连声音都变了。

对道格来说，他目睹了自己设计的磁共振成像仪在小女孩和她父母身上所引发的恐惧和焦虑，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并由此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他不再站在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设备，不再将这些仪器视为时尚、充满艺术感的高科技产品。相反，用孩子的视角来看待这部仪器，他突然发现，这竟然是一个可怕的大怪物。道格回忆道：“那是我彻底觉醒的一刹那。”

由通用电气医疗集团生产的最新、最先进的磁共振成像仪，其造价高达100多万美元。加上安装和建造检查室和病人等待区域，总投资高达300万～500万美元。为了证明支出的合理性，医院管理人员会想尽方法最大限度地增加每天的扫描次数，扫描的次数越多，就意味着有越多的钱来覆盖掉这笔巨大的投资。

如果你曾经做过磁共振成像扫描，就会知道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保持被扫描部位一动不动，并坚持15～90分钟，与此同时，还要一直听着仪器发出的奇怪而响亮的噪声。如果你移动幅度太大，就必须重新接受扫描，而这样一来就会更耗时，导致当天机器可进行的扫描次数减少。对医院管理人员来说，值得欣慰的是，成年人一般都能听从指示，抑制住自己坐立不安的冲动。

对于小孩子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哪怕仅需几分钟，他们也很难保持安静。更糟糕的是，正如道格发现的那样，去医院做磁共振成像扫描可能会让小孩子感到很害怕。医院很大，到处都是拿着针头的护士和生病的陌生人。更糟糕的是，磁共振成像仪会发出吵闹而奇怪的噪声，上面还有个大洞，仿佛一口就会把小孩子吞下去。在扫描过程中，小孩子根本看不见别的东西，父母也无法安慰他们。磁共振成像仪引发的这些焦虑，正是有80%的儿童患者需要在扫描前接受麻醉的原因。麻醉师注射镇静剂，会增加扫描的成本和风险，因此医院管理者经常这样定义儿科磁共振成像扫描环节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儿童患者日均扫描次数最大化，同时降低麻醉成本？”

这个问题陈述包含两个挑战——扫描次数最大化和麻醉成本最小化。事实上，麻醉手段是增加扫描次数这一挑战的解决方案，医学界也推荐这种方法。考虑到医生的地位和权威，麻醉对儿童磁共振成像扫描的必要性这一假设，很容易逃过人们的质疑。

看到磁共振成像仪给小女孩造成的恐惧和焦虑，道格开始质疑这一假设，并着手去寻找根本原因。虽然麻醉解决了儿童在磁共振成像扫描中动来动去的直接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导致他们恐惧和焦虑的根本原因。道格认为，如果能了解孩子们为什么会焦虑和害怕，他就有可能找到一种重新设计磁共振成像仪的方法，从而减轻这些负面的情绪，降低对麻醉的需求。

道格和几位通用电气的志愿者共同踏上了这场探索之旅。他们对当地日托中心的儿童进行了观察，向儿童发展专家、医生和当地两家医院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咨询，从而对儿科患者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还向当地一家儿童博物馆的专家讨教怎样让幼儿参与长时间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探索过程，道格和他的团队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生病的孩子也能像正常、健康的孩子一样玩耍，而达到这种效果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游戏。团队成员发现，如果能通过让孩子参与冒险游戏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他们就会乖乖按照成年人的指导去玩这场游戏。这一发现，促使道格和他的团队对问题进行了重新定义，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使（害怕的）儿童面前的磁共振成像仪变成一场历险的一部分？”

在这一洞察和问题建构的推动下，通用电气医疗团队开发了一套独特的解决方案，将传统的令人生畏的无菌检查室转变成了一处大历险场所，在这里，小患者是主角，医务人员是配角。道格和他的团队没有对磁共振成像仪做任何改造，而是在仪器的外部、地板、墙壁、天花板、柜子和房间里的其他设备上贴了代表特定的历险主题的图案，比如海盗船或宇宙飞船等。他们还为操作仪器的技术人员编写了剧本，引导小患者体验这场历险，另外，他们还提供了配乐和芳香疗法，以进一步强化历险主题。在海盗船的场景中，一个巨大的贴花木制船舵围绕在仪器周身，这就使得仪器上的洞口看起来显得很大，而不至于造成幽闭恐惧。在宇宙飞船的主题中，地面控制人员（操作员）会通知宇宙飞船的船长（患者）在飞船进入超光速时仔细聆听引擎的声音，将原本可怕的仪器噪声整合为历险的一部分。通用电气医疗团队将这些主题装置统称为通用电气探险系列。

道格的通用电气探险系列装置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患者对麻醉的需求大幅降低——在匹兹堡儿童医院，这一需求从80%降至27%，而其他医院的需求甚至降至10%。匹兹堡儿童医院放射科主任凯特·卡普辛（Kate Kapsin）总结道：“在磁共振成像扫描过程中，让孩子保持静止不动的最佳方法，就是拿出娱乐精神让他们参与进来。”患者满意度大幅提升，甚至高达90%。由此一来，每天的扫描次数显著增加。虽然这些结果提高了购买通用电气探险系列仪器的医院的投资回报率，增加了产品的销售量，但这些都并非道格最引以为豪的要点。在TEDx演讲的最后，道格讲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当时她刚刚在一个海盗主题的磁共振成像仪中完成了扫描。小女孩拉着妈妈的衣襟，抬头问道：“我们明天再来好吗？”道格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谦逊地说：“这给我带来了特别大的动力。”

无论是以假设为驱动还是以问题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思路，都无法引导道格找到这样的解决方案。他的顿悟，让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来解决儿童做磁共振成像扫描特有的问题。他意识到自己对儿童接受磁共振成像扫描的整个过程缺乏了解，于是便让自己沉浸到他们的世界里，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道格的沉浸式体验得到了回报，他从中找到灵感，发展出了关于儿童用户的全新见解，引导他从孩子的视角重新定义问题。通过站在儿童的角度，透过孩子的眼睛去感受磁共振成像扫描的整个情感历程，道格找出了一种新颖的解决方案，既能减少儿童的恐惧，又能降低医院的成本，同时还利用上了通用电气现有的技术。道格对孩子的同情心，与他在开发磁共振成像扫描解决方案方面的技术专长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道格解决问题的方法，反映了我们在第2章中介绍的设计思维路径。通过与受众深入接触，他对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他利用自己对儿童在接受磁共振成像扫描时所面临的挑战的全新认识，对问题重新定义，并找到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利用第3章介绍的TOSCA框架，道格与遭遇麻烦的行动者共情，以此来展开问题解决流程，并将他们视为真正的问题所有者。通过与孩子互动，他对孩子所面临的约束和孩子眼中的最佳方式产生了全新的见解。设计思维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能帮助问题解决者重新建构问题陈述，并为其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创造新的机会，正如道格亲身经历的一样。

在本章中，我们将对设计思维路径进行讲述，对应该在何时运用设计思维进行解释，并向读者介绍与用户形成共情时可以开展的活动和可以利用的工具。在下一章，我们会将关注点放在怎样形成关于解决方案的想法，以及怎样创建原型并进行测试上，并对余下的流程进行讲解。

设计思维的应用时机

设计思维，是在解决以人为中心建构的复杂问题时，可以加以利用的严谨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人的需求进行观察和挖掘，并将这种观察和挖掘置于问题解决过程的核心。设计思维提倡对潜在解决方案进行迭代测试，因而对行动有所偏重。解决方案开发人员（即设计人员）需要将他们对遇到问题的人（即用户）的了解转化成为解决方案中对用户喜好的明确判断。这一步要开发出潜在解决方案的概念，继而将其转换成原型。这套原型要能够利用来自解决方案实施者的反馈进行迭代测试。

我们何时可以将前面几章讲过的以假设为驱动和以问题为驱动的方法暂时搁置一旁，转而选择设计思维呢？这里有一个能帮你做决定的快速测试：

1．此问题是以人为中心的吗？解决方案是为人而设计并供人使用的吗？这也是经分析生成的解决方案不一定能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

2．这个问题复杂吗？关于这个问题，存在多种相互关联的解释吗？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匆忙确定问题陈述很可能会忽略掉一些问题的基本维度。

3．问题的成因确定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和问题2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就意味着使用假设金字塔和问题树的分析方法进行问题建构很可能是无效的。

4．你是否觉得很难做到准确地进行问题陈述？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也说明设计思维的方法值得借鉴。

当你对上述问题的大多数回答是肯定的时，就说明你并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有效地进行问题陈述。在这种情况下，如图2-1中的问题解决4S法流程图所示，你就应该选择设计思维路径，并从对问题所有者产生共情开始（见图2-1框2）。

流程图中还显示了选择设计思维路径的另外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认为自己已经定义了问题，却很难用问题树或假设金字塔来建构问题。另一种情况是，你用传统的方法完成了定义和建构，却找不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你都应该在构思阶段（见图2-1框5）选择设计思维路径。如流程图所示，你也可以在无须全盘接纳整套路径的情况下，利用其中一部分设计思维工具。

虽然你可能不需要在处理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时都一丝不苟地遵循整个设计思维路径，但我们还是选择在此将方法中的全部五个阶段放在一起进行讲解，因为这五个阶段是彼此相互依托的，所需的心态也是相同的。

设计思维的5个阶段

在实践中，设计思维包括5个迭代阶段，如图7-1所示。共情、定义、构思、原型和测试这5个阶段，也出现在图2-1的设计思维路径中（框2、框1、框5、框8），具体如下：

1．在应对一群用户面临的复杂和不确定的问题时，设计师要通过发现用户对问题的想法和感受、用户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约束来与之形成共情。在这个阶段，设计师会对用户和他们面临的问题产生丰富而深刻的理解。

2．在这些理解的基础之上，设计师对问题进行定义，从不同用户的角度来对问题进行审视，不断打磨自身对问题的看法。

3．这个不断加以修正的定义和问题框架，可以为构思阶段提供信息。在这一阶段，设计师会提出许多潜在的解决方案，并对这些方案进行检验。

4．在原型阶段，设计师会选定有希望胜出的潜在解决方案，以有形的形式呈现给用户，供用户与之进行交互。原型体现了设计师关于理想解决方案特征的假设。

5．设计师将原型交给用户进行测试。用户对原型的反馈，有助于设计人员选定最终的解决方案。


[image: ]
图7-1　设计思维的5个阶段



在深入阐述具体步骤之前，我们先强调一下设计思维的核心特征，从发散和收敛之间的张力开始。

发散与收敛　发散与收敛交替是设计思维的核心。几十年的研究表明，这两者是利用创造力解决问题的引擎。1虽然发散往往与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的想法有关，而收敛则与想法之间的选择趋同有关，但这两种思维模式在设计思维路径的每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

IDEO设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布朗在他的《IDEO，设计改变一切》一书中解释道，发散思维在设计思维路径的每个阶段都可以帮助创造可供选择的选项，而收敛则是要做出选择。2你接触的用户所体现出来的差异越大，你通过收敛得出宝贵洞察的机会就越大。洞察上的差异，提高了通过收敛得出有价值的问题定义和框架的可能性。帮助产生想法的发散性思维，可以增强人们发现和选择高质量解决方案的潜力。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概念和原型存在的差异，有助于迭代并形成有价值的解决方案。通过在设计思维的各个阶段进行发散性和收敛性的思考，你为复杂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的机会就会变大。

具体和抽象　设计思维路径需要问题解决者在由真实的人、产品和经验组成的具体世界和由模型、理论和想法组成的抽象世界之间来回穿梭，3还要求设计者既要对来自真实世界的数据进行分析，又要对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并据此创建出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以对真实世界中千姿百态的用户产生共情为起点，对用户所处的现实进行观察和了解，从而对问题产生新的见解。随后，设计师从具体领域转移到抽象领域，对观察所得进行分析和提炼，形成用户、问题及其成因的概念模型。这一分析过程会帮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问题，能从用户角度对问题进行重新建构。设计思维的前两个阶段，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将问题空间的抽象表达和设计指南进行整合。设计指南明确了解决方案必须令用户获得怎样的收益，并作为构思、原型设计和测试阶段的指导愿景。设计师将指南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就会不断设想各种关于解决方案的想法，在抽象世界中继续前行。随后，设计师回到具体世界，将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原型，然后通过真人进行测试，最终得出解决方案。问题解决者利用设计思维的过程，就是运用来自用户的洞察和证据（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对解决方案进行选择和开发。

迭代与协作　与问题解决4S法流程图中描述的其他解决问题的路径一样（见图2-1），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设计思维呈现为一个线性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高度迭代的，可能比传统方法的迭代程度更高。如图7-1所示，设计思维各个阶段之间存在许多反馈回路，甚至在同一个阶段内部也存在迭代。问题陈述是在迭代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关于解决方案和原型的想法也是如此，从而实现提升。建立原型也是一个高度迭代的阶段，允许设计师对解决方案的假设进行测试和验证，从而尽量降低执行成本高昂的无效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通过原型设计而对实验形成的关注，反映了设计思维对来自用户的反馈的偏好，这些反馈以用户与有形产品的交互为基础，而这本身也存在固有的迭代过程。

设计思维是协作性的，因为每个阶段都需要在用户、设计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大量而密集的交互。同时，设计思维的协作性也体现在其跨学科的特征上。复杂问题需要整合来自不同领域的有用知识，而多样化的视角有助于发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适合用设计思维来解决的问题，需要由来自不同领域的问题解决者组成团队来处理。

创造力与包容度　设计思维所涉及活动的本质，决定了我们需要不同于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来说，发挥设计思维需要：

●　对创造力有信心。相信每个人（包括你自己在内）都富有创造力；相信如果你有一个严谨的过程可供遵循，就有能力并终将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找到充满创造力的解决方案。

●　对失败具有包容度。愿意将收集用户对想法和原型的反馈机会视为实验过程，将负面反馈视为学习的契机，而非失败。

●　具有共情能力。深切地渴望接触和了解不同的人，以便从他们的视角看世界。

●　坦然与模糊状态共处。当你对解决方案毫无头绪时，仍然愿意去着手解决问题，同时相信设计思维路径将帮助你找到解决方案。

●　像初学者一样开始。愿意放弃固有的判断和信念，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设计思维路径，向用户学习。

如果你具有这样的心态，那么你就可以将设计思维作为一种强大的手段来解决富有挑战性的、以人为中心的问题。在本章和下一章，我们将深入了解设计思维路径的每个阶段，探讨每个阶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时候做，如何做，以及相关的实践活动、工具和可交付的成果。

我们不会试图做到面面俱到。设计思维的工具包非常庞大、多元，而且在不断扩充。若想逐一说明，恐怕得写出一套多卷本的百科全书。在此，我们为读者提供的是设计思维使用者的主要工具，我们还会用讲故事的形式，举例说明整个过程中每个阶段工具的使用方法。

阶段1：共情

共情是设计思维的基础。此阶段得出的结果，将为随后的步骤提供信息和依据。随后各个阶段的成功与否，以及整个设计思维路径的成功与否，都将取决于你在共情阶段学到的东西。

在这个阶段，你的任务是去了解那些你要为之服务的人，也就是那些面对问题的人。你必须了解用户想要满足的实际需求和情感需求，了解用户所面临的约束，他们试图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现有解决方案令用户满意的方面和不满意的方面，用户采用现有解决方案的大环境，以及用户在整个体验中寻找到的意义所在。你的目标就是设身处地从用户角度着想，理解他们对问题的感受。

共情包括三项主要活动：观察、互动和沉浸。其中每项活动都代表了一个实地研究导向，旨在接近并了解人们在目前环境中的状态。观察，包括在用户遇到问题的实际环境中观察和倾听用户的意见，并体验他们用来解决问题的产品。观察的重点在于了解用户的实际行为。互动，是指与用户进行交互，捕捉用户的行为方式、想法和感受。沉浸，就是指让自己成为一名用户，亲自体验并使用产品。我们将在下面逐一讨论各项共情活动。

与用户产生共情，并非小事一桩，而是需要付出大量努力的。当你面对一个你不太了解的复杂问题时，这种努力是值得付出的。如果没有对问题整体的深入理解（这种理解来自与用户发生的共情），那么你开发出全新而实用的解决方案的机会就十分有限。研究表明，从他人（如用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能力，能提高开发出新颖而切题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4

共情可以帮助你对用户形成全新的见解，而这是传统研究工具做不到的。用户调查等传统方法，可以提供关于用户信念、态度和行为的可靠信息，比如他们使用产品（如商品或服务）的频率，或者他们喜欢的产品的特性，却无法帮助你理解用户为什么会表现出某种行为（比如为什么人们不愿经常使用某项服务），为什么会有某种态度（比如为什么这项服务的某个特性有吸引力）。共情可以让你获得这样的洞察力，还可以帮你发现产品的意外用途。用户主导的定制行为或变通方法，无形的情感联结，以及未得到明确的用户需求，所有这些都提供了传统研究无法获得的宝贵见解。5

开始共情：设计概要

共情阶段的开端，首先需要对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定义和建构，并确定项目的范围。在设计思维的语言中，这项工作叫作设计概要，类似于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的TOSCA框架，同时存在两个关键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你采纳的观点。与道格一样，你也需要从未来解决方案的用户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意味着，你需要将用户视为问题所有者。在只有单一用户群体的情况下，这是一目了然的。在其他情况下，你可能会遇到与问题相关的多个行动者群体。此时，你必须确定哪些人才是会受到解决方案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对他们的相关利益进行评估，对他们的影响力进行衡量。道格及其设计团队将目光专注于儿童用户的同时，必须考虑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操作设备并参与冒险的操作人员，陪伴孩子进行扫描的其他医疗服务者（如护士），做出采购决定的医院管理者，为扫描支付费用的保险公司。只要确定了相关用户和其他行动者，就需要从他们的角度（他们面临的麻烦）以及他们眼中的设计目标（成功标准）来进行问题陈述。同时，你还需要找出项目中的约束。

传统问题陈述和设计概要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就是后者可能是错误的。而这也并不碍事。共情阶段的目的，是帮助你在接下来的定义阶段对最初的问题陈述进行重新定义。在这个早期阶段，你仅仅需要利用关于用户的全部信息——无论这些信息是来自最初的研究还是其他途径都没问题，据此编写一个设计概要，启动学习过程。

完成最初的设计概要之后，你就可以与用户和利益相关者形成共情。

共情活动

为了实现共情，你可以扮演一下文化人类学家的角色，利用人种志的研究方法，来收集用户和其他相关行动者在日常环境之中的数据。从这里出发，你将能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这些经历的理解。你会关注人们的行为，他们说出来的话，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感受。

人种志的研究方法能帮你得出定性数据，具备探索的特性。作为研究者，你不能带着特定的假设进入某个领域去测试或验证，而是要专注于通过定性观察的分析和综合，从底层往上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理解。这些方法将帮助你理解所观察到的行为的意义和目的，以及这些行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6

参与者观察　这是最基本的人种志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你走进研究对象的生活，同时保持专业的距离，以便观察和记录。其中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作为一个局内人，你既要充分融入其中，去理解这种体验，又要能以局外人的口吻对其进行描述。

在开始观察之前，你有几件事要做。你需要确定观察谁（用户），在哪里观察他们，并确定你具体想要从他们身上了解哪些信息。你可能需要获得用户和其他人的同意，才能开展观察工作。获得人们的接纳之后，你必须与观察对象建立融洽、彼此信任的关系，以最小化你的存在对他们行为的影响。你还需要决定如何记录观察结果：最初的人种志学者工具包，包括人们天生自带的五官、笔、纸质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和摄像机，而如今，平板电脑也是常备工具之一。但是，仅仅拿到这些工具，知道为何使用这些工具还不够。表7-1提供了成为优秀观察者所需要遵循的准则。


表7-1　怎样成为优秀的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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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观察有三种基本方法。最常见的是参与到用户的活动之中，并公开你正在观察他们这个事实。在这种方法中，你要将自己嵌入用户的生活中，观察并记录他们的言行，这可能需要你和观察对象一起生活或工作。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公开对活动进行观察而不参与其中。影子研究就是一个为研究者所广泛采用的做法。在影子研究中，研究人员会在一段时间内紧密跟随某人或某小组，记录他们的行为，重点放在跟踪对象与目标产品（如做某件事或使用某物品）进行的交互上。陪人逛街就是一种影子研究，由研究者陪伴用户购物，并观察其行为。影子研究经常涉及一些提问，比如请用户来讲讲他们正在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体验（“你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你看起来很沮丧，怎么了？”）。小孩子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经常跟随年长的兄弟姐妹进行学习（并惹恼他们）。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选择隐蔽地参与观察。这种方法可以让你看到人们的行为，听到人们的意见，同时消除你作为研究者所施加的影响。神秘购物就是一种隐蔽观察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扮演着顾客的角色，去观察和体验零售的各个环节。另一个例子是在公共场所观察人们，比如在机场排队时进行观察，而不透露你研究者的角色。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限制了数据收集的方式，因为此时录制音频或视频的手段都不可取。

隐蔽研究会引起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你追求隐蔽的观察，那就将这种行为限制在人们没有合理隐私预期的公共场所。不要记录个人身份，也不要以任何方式（如文本、照片或视频）暴露研究对象的身份。不要让你的研究给观察对象带来任何风险或困难。人种志研究通常是高度个人化的，你要时刻注意保护观察对象的隐私，避免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如果你担心隐蔽研究的合法性，就请咨询有相关经验的律师。

互动　与人直接互动，可以让你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想法、感受、需求、目标和价值观。互动可以让你提出有关为什么的问题，从而了解用户行为和思想背后的动机和理由。理解用户为什么这样思考、这样行动，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极具价值的见解。虽然人们讲述的故事不一定与实际行为相一致，但他们的说法能反映出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7，而这些信息对设计师来说也非常有价值。深度互动还可以揭示出用户原本意识模糊的想法和价值观，让设计师和用户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半结构化访谈，是一种被研究者广泛使用的互动方式。与结构化访谈（本质上就是调查，在共情阶段不是很有用）和非结构化访谈（比如在观察过程中发生的即兴对话）不同，半结构化访谈依赖于预先设定的开放式问题来引导对话，其优势在于灵活性：问题的开放性可以让受访者有机会把握谈话的走向，也可以让你更深入地了解特定话题的细节，从而理解受访者的想法和感受。

在设计访谈大纲时请谨记，我们的目的不是对某个预先形成的假设进行验证或测试，而是要去探索。这样想能帮助你避免提出引导性问题。你提出的问题应该基于你的研究目标，也就是你想了解什么。优秀的问题是简洁的、容易理解的、开放性的。你可以要求对方针对特定经历给出具体描述。举例来说，你可以问：“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然后就可以利用记者常用的“5W1H”方法来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谁（Who）、什么事（What）、在哪里（Where）、何时（When）、怎么发生的（How）以及为什么发生（Why）。请注意，“为什么”位于列表的末尾。请人们解释他们的行为、想法和感受的深层次原因，对与他们产生共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这样做也会让他们产生戒心和防备意识。等人们描述了他们的具体经历之后再去问为什么，就可以最小化这些风险，并展开更丰富、更有见地的对话。

想要写好访谈大纲，你需要请一位经验丰富的访谈者提供反馈意见。完成这份大纲之后，就可以开始访谈了，你在半结构化访谈中怎样与用户发生互动，决定了你能从中获取多少信息。表7-2提供了附加的指导原则。


表7-2　怎样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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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　参与者观察的一种极端做法是沉浸式观察，即让自己模拟一位参与者，记录下自己的观察结果。你要像用户那样生活，反思自己的经历，从而更好地理解用户。

举例来说，如果你想要解决医疗服务提供商在监测慢性病（如糖尿病）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就可以去模拟糖尿病患者一天或更长时间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你要改变你的饮食，减少摄入单糖和碳水化合物，严格遵循锻炼计划，每天多次监测血糖水平，采集血液样本，继而调整你的饮食和锻炼计划。通过将糖尿病患者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放在自己身上，你就能与他们产生共情，从而为问题的解决生成有用的见解。

沉浸式体验允许你通过参与其中来发掘对用户体验更加深入的个人化理解。当你将自己嵌入用户的环境中，并与现有解决方案进行交互时，就是在将实际经验与你从观察和参与中获得的经验进行比较，产生新的领悟，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添砖加瓦。

与谁共情

访谈和观察是与用户产生共情的两种强大手段。但是，你究竟应该观察和接触什么样的用户呢？大多数问题解决者总是倾向于去关注普通用户。但正如蒂姆·布朗所警告的那样，“如果只关注钟形曲线中心的凸起……那么我们更有可能会对已经知道的东西进行确认，而无法获得全新的、令人惊讶的东西”。8为了在移情阶段实现差异化，为了扩大对问题空间的理解范围，提高找到创新解决方案的机会9，我们就要将目光转向极端用户。这些人处于用户钟形曲线的两头，他们的需求、行为、态度和情绪都是非典型性的。观察和接触极端用户，可以帮助你确定其他未曾预料到和无法想象的解决方案、技巧和用途。如果不去了解现有解决方案的边缘用户，你就不太可能找到适合他们的全新解决方案。而且，适合这群人的解决方案，也很可能适用于主流用户。我们不应该因为极端用户是非典型性的少数群体而忽视他们的存在，而是应该设法向他们学习。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吉尔·埃弗里（Jill Avery）和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建议用以下方式来识别极端用户10：

●　目标产品的专家级用户和从未使用过该产品的人群。

●　因约束条件而在使用产品时重重受阻的人，和以你无法想象的方式去使用产品的人。

●　产品的狂热爱好者和那些觉得产品很垃圾的人。

●　（出于原则或必要性）成天高强度使用产品的人和那些拒绝使用产品的人。

向极端用户学习的一个优秀案例，就是奥秀易握系列厨房工具（OXO Good Grips kitchen tools）的开发。萨姆·法伯（Sam Farber）从他创立的厨具公司退休后，和妻子去往法国南部度假。萨姆注意到，妻子因为患有轻微的关节炎而在使用蔬菜削皮器时遇到了麻烦，这让他想到，为什么普通的厨房工具并不总是得心应手。于是，萨姆产生了一个新点子，决定设计生产出更舒适、更容易使用的烹饪工具。这些工具将让所有用户受益，而不仅仅针对那些患有轻度关节炎的人。

不久之后，萨姆和儿子约翰合作，聘请了纽约的一家工业设计公司Smart Design来研究和开发全新的厨房工具。1990年，经过广泛的研究，在建构数百个模型，经历数十次设计迭代之后，第一批15种奥秀易握系列厨房工具正式进入美国市场，其中就包括它们标志性的拳头产品——削皮器。这些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厨房工具，配有柔软的黑色塑料手柄，更容易拿握和使用。奥秀易握系列厨房工具，激发出了用户对整套产品极其强烈的品牌忠诚度。

对于该在何时结束共情阶段，并没有硬性规定。专业的人种志学者可能会花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时间沉浸在研究现场，而你需要的时间则相对少得多，只需几天到几周不等。项目时间和预算的限制，以及观察采访对象的意愿和配合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共情阶段的持续时间。短时间的观察通常就足以促使你产生新的见解，并为你解决问题的过程提供信息。

共情的力量：乐高的翻身仗

跌倒又爬起来的乐高集团，生动体现了通过人种志研究而形成用户共情的巨大力量。11 20世纪中期，乐高失去了与核心客户的联结，每天损失约100万美元。时任首席执行官约恩·维格·克努德斯道普（Jørgen Vig Knudstorp）认为这种螺旋下降的趋势，是由乐高未能利用其品牌影响力进入邻近市场造成的。克努德斯道普认为儿童是乐高的传统核心客户，但他们已经与乐高品牌失去了情感联结，而乐高也抓不住孩子们的心。他意识到，乐高需要更加深刻地理解孩子，找到更为精准的游戏玩法。2005年，这样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那一年，负责以乐高积木为主题创造全新游戏体验的乐高概念实验室负责人索伦·霍尔姆（Søren Holm）参加了丹麦创新咨询公司ReD的合伙人麦克尔·拉斯穆森（Mikkel Rasmussen）举办的讲座。拉斯穆森讲到了使用人类学研究方法来探索消费者的生活，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洞察来推动创新。其中一张幻灯片给霍尔姆和乐高概念实验室的其他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想知道狮子怎么捕猎，去动物园没用，要去丛林。”不久之后，乐高概念实验室与ReD合作推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名为“探寻乐趣”（Find the Fun）。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对21世纪的孩子的童年生活进行探索，找到乐高尚未满足的儿童的需求和愿望。

乐高概念实验室的设计师和ReD的人种志学者随后便开始对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家庭进行长期家访。由一位设计师和一位人种志学者组成的合作伙伴会在一大早抵达一户人家，观察这家人为新的一天做准备。白天，他们会与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进行访谈，晚上和孩子一起玩耍或在一旁进行观察。乐高的设计师之前从未如此直接地进入用户的生活之中。研究团队花了数月时间走访不同的家庭，与他们共同外出购物，逛玩具店，在此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定性数据。

当乐高和ReD公司有条不紊地对数据进行筛选时，三个关键的发现逐渐浮出水面。第一，他们意识到，虽然他们认为乐高的产品主要是单独用来玩耍的玩具，但儿童的玩耍普遍涉及多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维度。第二，虽然乐高认为孩子之间的竞争以及随之所产生的地位等级是负面的，但人种学研究表明，与他人相比较进而得出自我排名是人类童年时代天然存在的本能。第三，研究小组发现，孩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掌握技能的欲望，他们会在竞争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向同龄人展示他们对技能的掌握。乐高设计师意识到，乐高产品并没有很好地满足儿童游戏的社交属性、技能掌握和地位竞争等需求。发现了这些未被满足的需求，乐高就能开发出新的游戏概念套件，更好地针对儿童用户设计出核心积木产品。密集的人种学研究也为2012年乐高朋友系列产品的开发和推出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针对小女孩的系列迷你玩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正如乐高的故事所证明的那样，利用人种学研究来观察并直接与用户接触，可以提供关于用户的意外（很可能是在其他情况下完全无法获知的）见解。乐高的例子也表明，这些见解不会从研究中即刻显现出来，必须通过一套系统化的提炼过程来进行识别。而这就是设计思维定义阶段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将对此进行讨论。

阶段2：定义

在对足够多样化的一群人进行观察和采访之后，就要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所收集数据的意义上来。定义阶段意味着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变，从对人们如何行动、为什么行动、怎样思考和感受的观察，到提炼出关于这些人及其体验的抽象表征。这包括识别数据中的模式，提取有价值的见解，并最终确定在解决用户的问题时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处理并理解大量的定性信息，要使用分析工具将观察结果综合成对问题的一致理解，并将其以模型的形式反映出来：共情地图、行程地图和用户画像。定义阶段的目的，是从用户的角度明确你对问题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你对问题的看法。改变你的视角，就会为找到全新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打开意想不到的大门。12

视角陈述

定义阶段的目标，是开发出一个可操作的、有意义的问题定义，这与我们在第2章和第3章中讨论的问题陈述的目的是一致的。设计思维路径的独一无二之处则在于，你是从用户的角度去定义问题的，这就叫视角陈述。13

视角陈述，需要找出一组特定类型的用户，找出用户想要得到满足的某种基本需求，这种需求存在的原因，以及用户之所以认为满足这种需求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原因。需求是情感或实体上的需要与欲望，你要以动词形式来表达出用户需要帮助的地方。解决方案则表达为名词形式，是专为满足需求开发出来的。洞察是关于用户行为、思考或感受的深度认知，你可以利用这些发现来解决问题。以下是精简后的视角陈述模板：

【用户】　需要　【需求】　，因为　【洞察】　。

借用道格和磁共振成像仪的案例，我们可以这样来填空：

●　用户：身患疾病（需要做磁共振成像扫描）的小孩子；

●　需求：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玩得开心；

●　洞察：当孩子们将磁共振成像扫描视为冒险之旅时，就会积极参与其中。

针对你需要应对的与用户相关的问题，视角陈述代表了一种明确表达。同时，视角陈述还可以帮助你理解和定义问题，从而为寻找解决方案提供新的可能性。视角陈述的重点在于你对解决方案的搜寻，这能为整个过程注入活力。

为了做出视角陈述，你需要调用在共情阶段收集的定性数据。通过将原始观察数据和依据人们对目标问题的行为、想法和感受所建造的模型进行分析和综合，你可以从底层开始逐步向上进行建构。你将利用这些模型开发出一个有意义的、可操作的问题陈述，从而指导问题解决过程的其余部分。接下来，我们将具体讲解怎样做到这一点。

如何定义：活动、工具和可交付成果

在分析和综合之前，请先准备好数据。你可能很想快速行动，跳过这一步，但这样做可能会在未来导致工作的延迟。你要将手写笔记转换成所有团队成员都能看懂的电子版摘要，最好是在你观察或访谈之后就立刻花点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马上回忆起最初没有记录下来的信息。录音也要转成文字，最好是用专业的转录软件来完成，以确保转录文字的可读性。你还应该对照片和视频进行编辑，以删除无关的图像。可以考虑使用定性数据分析软件包，比如NVivo或ATLAS.ti，这些程序可以帮你将文本、音频和图像数据存储并打包为单个项目，并允许你对数据进行注释、搜索和视觉处理。

准备好数据之后，就可以开始分析综合了。如果你已经收集了大量数据，那么这项工作乍看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不知如何下手。为了避免因为定性数据规模太过庞大而导致瘫痪，你需要一些方法来对信息进行建构，此时就是工具和模型派上用场的地方。

共情地图　这是一个为人们所广泛使用的工具，专门用来组织和综合来自个体用户的观察数据。用户共情地图是置于一张白纸、表格或白板上的模板，分为六个部分，通常在中心位置有一个用户姓名和头像，旁边配有基本的描述性信息（如姓名、年龄、性别、家庭情况等）。图7-2是用户共情地图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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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用户共情地图模板



这六个部分反映了问题解决者对用户在以下方面的观察总结：

●　思考和感受：什么对用户而言才是真正重要的？他们对产品体验有何看法？有何感受？

●　言与行：关于产品体验，用户说了什么？你观察到了哪些与体验相关的行动和行为？

●　听：用户从朋友、家人和其他人那里听到了什么会对体验造成影响的信息？

●　看：用户在环境中看到了什么对其造成影响的因素？他们观察到的什么人为他们的体验注入了信息？

●　痛点：用户面临什么样的挫折和挑战？

●　收获：用户希望从体验中获得什么？对他们来说，成功是什么样子的？

为了完成一个共情地图，你需要回顾和综合对特定用户的全部观察，并推断出此人的想法、信念和感受。在完成共情地图之后，将重点放在确定这个人试图满足的需求，以及可以帮助你开发出更优秀的解决方案的那些原本想不到的洞察上。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你可以在同一类别内部寻找张力、矛盾或脱节之处，比如这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者在不同的类别之间寻找，比如他们有什么想法和感受，而这些想法与感受和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能产生怎样的对比。将这些需要和洞察记录在共情地图的一侧。你可以以完成的共情地图作为基础，识别出观察对象之间共有的规律和特征。

行程地图　另一个用来组织有关观察对象的数据的工具，就是行程地图（也被称为体验地图）。行程地图按照个人在使用特定服务或产品时所进行的活动，以及他们对每个活动的想法和感受，并按时间顺序形成模型。例如，准备接受磁共振成像扫描的成年人，他的行程地图始于他了解到自己需要进行扫描之时，还包括随后的一系列活动：寻找合适的医院，预约扫描，出发去医院，停车，进入医院，找到接待区，报到，填写相应的文字材料，等待扫描，被叫号，更衣，等待，接收指令，为扫描摆好姿势，接受扫描，从仪器中出来，回到更衣区域，穿好衣服，回到等候区，付款，等待，与医生讨论扫描结果，走出医院，开车离去。直到患者向医生咨询完扫描结果，这一连串体验才算结束。在整个过程的每一个时间点上，患者都需要采取特定的行动，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感受。

行程地图能捕获整套用户体验之中的每一个元素。为体验的各个阶段进行建构的通用方法，就是5E（下列5个元素的首字母缩写）模型：14

●　吸引（Entice）：触发用户兴趣的东西，这种兴趣可以让他们意识到此物的存在，想要参与到特定体验之中。

●　引入（Enter）：为用户体验的开始提供指引和导向的路标与信号。

●　互动（Engage）：包括用户与产品在内的特定任务与交互。

●　退出（Exit）：为用户体验的结束提供指引和导向的路标与信号。

●　扩展（Extend）：退出后的提醒和跟进，以保证用户与体验的联结。



与共情地图一样，行程地图也可以帮助你将对个人用户的观察体会组织成型，并识别出其中的需求和洞察。若想找到需求和洞察，就要去寻找亮点、热点和断点。亮点是用户发自内心喜欢和享受的体验点。热点则与此相反，是令用户感到不舒服、沮丧、焦虑或不安的体验点。只要发现亮点或热点，就要试着去理解其发生和存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让这部分体验变得精彩或糟糕的呢？对于热点，请寻找变通方法，也就是用户为了弥补缺陷或他们遇到的问题而去做的事情。而断点，也就是不同活动阶段之间给用户带来挑战或困扰的过渡环节。这可以帮助你将注意力集中在用户的需求之上，并从中获得心得。将这些需求和心得记录在行程地图的一侧，然后，你就可以对地图进行分析，从而综合出需求和心得，为解决方案的开发提供信息。

你甚至可以在问题解决过程的共情阶段就将行程地图拿出来使用，以建构并指导用户数据的收集。表7-3给出了建构行程地图的指南。


表7-3　怎样建构行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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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卡　另一种对观察结果进行建构的工具，就是洞察卡。洞察卡可用于对关于用户行为、思考或感受的深度认知进行总结。洞察卡的内容包括对发现进行总结的标题、触发心得的研究文本片段，以及洞察的来源。你可以在共情阶段（比如在访谈或观察刚刚结束之后）制作洞察卡，或是在定义阶段，在回顾定性数据或建构共情地图和行程地图时制作洞察卡。

发现的综合　利用共情地图、行程地图和洞察卡完成你对个人用户的观察总结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在数据中寻找规律和主题了，目标是将结构化数据提炼成为关于用户问题的一致理解。你可以在反映用户重要需求和相关洞察的模型中对这种理解进行反思。模型还能帮助你和团队成员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找到发现创新性解决方案的新机遇。

在多份个人用户案例的基础之上进行结构化定性数据的综合，这种方法在设计思维领域有着许多不同的名称（如关联图、思维导图），但都是由几个核心步骤构成的：在观察用户的过程中寻找规律，将相似的观察结果归纳为同一主题，并确定主题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你至少需要识别出两种类型的主题，即与用户需求相关的主题和与洞察相关的主题。换句话说，你要在各个用户之间寻找相似的需求，将这些需求归纳为同一主题，并以同样的操作来处理用户洞察。

这一综合实践的目标，是对设计规则进行定义。在设计思维之中，设计规则就相当于TOSCA框架中的成功标准。设计规则说明了解决方案必须怎样做，用户应对解决方案有怎样的体验，而其措辞应独立于解决方案的实际形式与实际执行。举例来说，小孩子需要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玩耍并获得乐趣是一个用户需求，但并非设计规则。道格和他的团队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设计规则，规定解决方案应该在扫描过程中让孩子感受到像在参与历险活动。设计规则作为开发解决方案的指导思想，也是设计思维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的聚合点。

表7-4给出了如何对观测进行综合的具体说明。


表7-4　用户需求、用户洞察和设计规则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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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是传达数据合成结果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可用来指导解决方案的开发。画像是对虚构角色生动而现实的描述，它是一群真实用户的结合体，代表了一组用户的需求、价值观、愿望、局限性、生活方式、态度和背景，这组用户是根据实际观察合成得来的。15用户画像是富有意义的原型，是将真实用户的需求和对他们的洞察合二为一得出的。

用户画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在原本复杂而冰冷的数据之上赋予了鲜明而生动的人物面孔与故事情节。这些真实的复合画像，有助于你克服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的倾向，从而避免在开发解决方案时强加上你自己的隐含假设。有了用户画像，可以为交流创造便利，有助于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达成团队共识。16

要生成用户画像，就需要返回到结构化数据上。利用共情地图在用户之间搜索，以确定其中存在的共性维度，包括人口统计学、行为（用户言行）、情感，以及由你总结出来的需求和洞察等方面。你要寻找的，是在上述一个或多个维度上存在相似性的用户子集。你可能会发现有两三个这样的小组，从小组内部来看用户是相似的，但组与组之间则是不同的。你可以为每个小组开发出一个用户画像，总量不超过三个，以保证在解决方案开发过程中始终抓住重点。每个用户画像可能都代表着解决方案的不同部分。

在确定了用户画像的基础之后，就需要对其描述进行补充了。你要以基本维度为出发点，利用来自共情地图、行程地图和洞察卡上的其他数据。最重要的是，为确定下来的每组用户的需求和洞察进行总结，将其包含在用户画像中，用有助于团队理解，并与这位（虚构）人物产生共情的语言对其进行描述。为了协助完成这项工作，你可以用一两页纸的篇幅来为每个用户画像给出额外的细节：用户的教育背景、生活方式、兴趣、价值观、目标、欲望、局限性和行为模式；还可以包括一些虚构的细节，比如他们的年龄、性别、收入、职业和婚姻状况；一个虚构的名字和从图像集中调用的照片，以便在接下来的几个阶段中提供参考。

定义视角陈述和“怎样才能”的设计目标　完成用户画像之后，你可以为每个用户画像开发一个视角陈述，并由此走向定义阶段的尾声。正如我们在本部分开篇所解释的一样，视角陈述可以帮助你确认以下项目：用户类型、用户试图满足的基本需求、关于需求存在原因的洞察，以及满足需求对用户而言具有重要性的原因。视角陈述的目的是重新定位你看待问题的方式，帮助你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这也正是道格所经历的事情。

道格在对儿童患者的需求进行极富共情力的观察之后，提出了视角陈述，其表述方式如下：生病的孩子在接受磁共振成像扫描的时候，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去玩耍和感受乐趣。如果孩子认为磁共振成像扫描是一次探险活动，那他们就会参与进来。

道格和他的团队利用这个视角陈述提出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提出，令他们开发出极具创新力的通用电气冒险系列成像扫描仪成为可能：我们怎样才能为那些害怕检查的孩子将磁共振成像扫描变成一场冒险呢？

这类问题被称为“怎样才能”的设计目标。“怎样才能”这个问题，激发并引导着我们去寻找潜在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源于你的视角陈述和设计规则。一个优秀的关于“怎样才能”的问题，应该宽泛到能激发人们关于解决方案的诸多想法，同时又狭窄到促使人们去思考具体的、新颖的做法。17研究表明，当以一种探索的、开放的方式去建构问题时，我们就能想象出更多的选择，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去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或必须怎么做。18

提出“怎样才能”这个问题，是结束定义阶段的好方法。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强有力的“怎样才能”的问题上时，以我们在共情阶段学到的东西为基础，就能对问题产生足够丰富的理解，可以来着手提出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已经克服了引导你走上设计思维之路的困难，利用设计思维工具完成了问题解决4S法的陈述阶段。

现在，你可以从设计思维路径的定义阶段过渡到构思阶段了，这与图2-1所示的问题解决4S法的陈述阶段和建构阶段之间的过渡是相对应的。在过渡过程中，你将离开问题区域，准备开始在解决方案区域展开探索。同时，你还需要将关注点从对用户面临的当前情况进行调查转移到对用户的未来进行构想和创造方面。共情和定义阶段主要是尽可能多地去了解现有问题。构思阶段、原型阶段和测试阶段的目的，则是利用你从前两个阶段学到的知识来决定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以及最终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对设计思维的最后三个阶段进行讨论。


小结

1．设计思维可以用于解决复杂的、难以理解的、以人为中心的问题。

2．设计思维的5个阶段：共情、定义、构思、原型和测试。

3．共情=从用户的角度理解问题。

4．共情的工具：

〇　参与者观察：观察和记录用户的行为。

〇　半结构化访谈：探索用户如何思考、有何感受。

〇　沉浸：和用户一样去生活。

5．与极端用户产生共情——向离群者学习。

6．共情是设计思维的引擎。

7．定义=从用户的角度理解并建构问题。

8．定义阶段的活动和工具：

〇　共情地图：用户怎么想，有何感受，怎么说，怎么做，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〇　行程地图：用户体验到痛苦和收获的一系列活动。

〇　洞察卡：关于用户行为、思想或感受的新洞察。

〇　合成：将数据按不同主题进行分组，确定主题之间的关联。

〇　设计规则：解决方案必须能为用户做到什么。

〇　用户画像：需求的原型和对观察对象的洞察。

9．以视角陈述和“怎样才能”的问题作为定义阶段的结束。

〇　视角陈述：关于用户需求和洞察的总结。

〇　“怎样才能”：基于视角陈述提出问题，引导人们寻找解决方案。


第8章
问题求解：设计思维的5个阶段2

建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并不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游乐园。这是一个占地约111平方千米，不断向外扩展的大都市，其中包括四个主题公园，大约140个景点，300多个就餐地点和36个度假酒店。迪士尼世界在迪士尼的企业战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迪士尼的人物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家庭之中。但是，在21世纪前10年中，迪士尼主题公园的主力军——迪士尼世界却出现了问题。诸如再访意愿等关键客户指标，由于排队时间太长、票价太高和其他许多痛点的存在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迅速崛起，也威胁着迪士尼世界在大众视线中的存在感。在公司内部，迪士尼世界有了“烧钱平台”的绰号。

2008年，在迪士尼世界总裁梅格·克罗夫顿（Meg Crofton）的要求以及迪士尼公园和度假村部门负责人杰伊·拉苏洛（Jay Rasulo）的支持下，迪士尼世界启动了“下一代体验”（NGE）项目。这个项目始于一个小团队，他们的任务是重塑游客的度假体验，并使迪士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2009年中期，规模扩大的NGE团队与旧金山设计咨询公司Frog展开了合作。NGE团队和Frog设计师通过人种学观察和访谈等手段，对顾客在公园里的行为展开了研究，他们还绘制了遍布整个公园的家庭行程地图。

NGE团队为解决诸多客户痛点而开发出来的一个早期想法，叫作魔法手环（MagicBand）。魔法手环是一种电子手环，拥有电子门票、钥匙、货币、优惠券和照片存储等多种功能。魔法手环能帮助游客在度假期间与迪士尼进行无缝对接。团队从许多数字接入设备的创意中选择了魔法手环这个创意，其他创意产品还包括挂在脖子上的系带、米老鼠帽子等。在NGE团队的专用设计实验室里，团队成员开发并测试了40多个魔法手环原型，其中第一个原型是他们从当地的家得宝（Home Depot，美国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购买材料制成的。就这样，魔法手环的概念成了NGE项目的核心。

NGE团队不断壮大，开始专注于重新设计魔法手环的整个客户体验，还搬到了迪士尼世界好莱坞工作室一处占地1 100平方米的摄影棚。在那里，NGE为重新设计出来的客户行程描绘了一幅精致而逼真的蓝图。极其细致的实物模型中包括一个全尺寸的客厅，配有一台iMac电脑，游客一家人可以从这里预订迪士尼世界的行程。全家的魔法手环会通过邮寄的方式寄到，包装由Frog设计，感觉就像是一份特别的礼物。下一个实物模型，是奥兰多国际机场的航班到达区，连机场的实际座位都被完全还原了。机场是游客第一次将魔法手环与迪士尼数字接入点相连的地方。之后就是酒店的模型，那里设有实际的前台，用以模拟用魔法手环办理入住的全新流程。公园的主入口也有实体模型，另外，还有迷你版的景点和全新的概念餐厅。通过魔法手环传感器，餐厅可以提前获知游客点了什么，并随时准备好将美食送到每一张桌子上。除此之外，那里还有零售商店的模型。

蓝图使得NGE团队能与迪士尼世界的员工和游客一起对经过重新设计的体验之中的多个方面进行原型建构和测试，还帮助团队向首席执行官鲍勃·伊格尔（Bob Iger）和其他高管及董事会成员推销他们的愿景。2011年，领导团队决定投入10亿美元的资金，致力于推进这个名为“我的魔法+”（MyMagic+）的项目。

2014年，迪士尼世界在园区正式推出了“魔法手环”和“我的魔法+”项目之中的其他元素。游客满意度迅速飙升，因为经数字监控和规划之后的等待时间缩短了，当客人进入餐厅时，预定的食物会像变魔术一样跃然桌上。作为其影响力的体现，《快公司》（Fast Company）杂志将2014年的“设计创新”奖授予了“我的魔法+”系统。1

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关注创意的产生、原型设计和测试，来继续设计思维路径研究。正如迪士尼世界的故事所反映的一样，设计思维之中的这些方面是帮助解决富有挑战性的用户难题的工具，也是问题解决4S法设计思维路径的延续。在定义阶段完成问题陈述之后，设计师需要利用构思阶段对问题进行建构，并在原型和测试阶段解决问题。

阶段3：构思

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完成问题定义，并对一套设计规则进行综合之后，就可以着手研究解决方案的概念。概念是对解决方案的最终产物（如新服务、商业模式或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式、表现形式、满足用户需求的方式进行的准确而简明的描述。概念通常是以图形和（或）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二维表征。从定义阶段过渡到构思阶段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思考我们在定义阶段结尾处介绍的“可以怎样”的问题。

在构思阶段，你将继续驰骋于抽象世界，但需要将重点从是什么的分析和综合转移到为用户去设想可以成为什么。你可以利用自己对问题领域的理解和对设计对象的了解，来启发思考过程。在定义阶段所做的工作，特别是设计规则和开发用户画像，将帮助你和团队与用户保持联结，并为寻找解决方案提供指引。

构思阶段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你将通过生成尽可能多的概念来进行发散。此时的目标是做大，尽量扩张想法的数量和多样性。你需要控制住对他人的想法进行评价和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质疑的冲动，要鼓励那些不切实际的、不可行的、古怪的狂野想法。这样的做法，将帮助你探索解决方案的疆域，扩展概念范围，而这里的疆域和范围恰恰代表着解决方案的甄选池。第二步，你要做出选择。你需要对概念进行细化和评估，并选择一些有希望的概念进行原型化和测试，以转化为最终解决方案。

如何生成概念：原则和方法

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是史上唯一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他曾打趣道：“找到好点子的最佳方式，就是找出很多点子，然后把其中的坏点子丢掉。”2鲍林点明了一个深刻而直接的道理：创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单个）最佳概念的质量。想出1个惊世骇俗的想法和99个毫无用处的想法，比想出100个还不错的主意要强。在创新性的问题解决过程中，整体分布之中的极端情况很重要，不要将目光局限于针对大多数的平均情况。

不考虑平均情况，对差异化投入最大关注，这种做法与我们通常的目标和期望是矛盾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致力于实现平均情况的最大化，以及差异的最小化。我们想要的是一致性和可靠性，而不是可变性。我们更希望让100位客户都拥有还不错的体验，而不是让1位客户拥有无与伦比的超级体验，其余99位客户感受平平。组织之中的层次结构、性能参数、激励、规则和生产流程，都能反映出这样的偏好，而这些工序也都是为了提高平均性能，排除偏差。3

为了增加在复杂问题上找到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可能，你必须放弃一种趋同的思维方式，即在产生想法时对其进行质疑式评估的冲动，转而采用发散的思维方式，去鼓励更多具有多样性的想法。多年来，各项研究都表明，发散式思维是利用创造力解决问题的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4以下是研究表明有助于想法形成的指导方针与方法。

构思指南

团队多样化　如果你想增加想法的数量和多样性，那么就需要找到差异化的问题解决者，包括用户。在解决复杂问题方面，团队通常比个人做得更好。由具备不同专长但彼此相关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通常比由同质化的个体组成的团队做得更好，因为他们能激发出更丰富的多样性和更多的想法。5多样性的缺点在于，可能会导致冲突增加、凝聚力下降和交流减少。6若想克服这些挑战，同时利用多样性带来的好处，就需要在团队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尊重和彼此接纳的关系。7

按捺住评判的冲动　批评会扼杀创造力。请忍耐住，不要对团队成员的想法进行质疑性评估，也不要反复斟酌自己的想法。虽然最终还是需要在选择阶段拿出审辩精神，但就目前来看，你应该将对想法的评价和点子的产生这两件事彻底拆开。研究表明，如果问题解决者将评判这件事放到想法发展成熟之后再去做，就能激发出更多的创造力。8当你作为一个团队的成员进行创造活动时，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创意产生时就当机立断地对其进行评价，会使团队成员思前想后不愿开口，进而导致他们的产出减少。9你应该鼓励团队成员，而不是斥责他们的想法太过天马行空或毫无可行性。

追求数量　产生更多的想法，可以增加找到全新而有价值的解决方案的机会。10将关注点放在数量上，你就可以忍住不去做评判和暗自思量。致力于追求尽可能多的想法，能激发创意的产生，并借由某个想法联想出更多的想法，进而创造出积极的反馈效应。为期望获得的概念数量设置一个特定目标和奖励，可以对这一关注点进行强化。

利用视觉效果　正如我们在定义阶段讲到的那样，你应该始终致力于令自己的思想以可视化、可移动的形态表达出来。这一点在构思阶段尤为重要。通过画图的方式来形象化地梳理想法，可以帮助你将想法明确表达出来，帮助团队成员在此基础上进行建构。

保持专注　在追求大量差异化的想法的过程中，你会很容易丧失掉对问题和用户的关注，这时你可以利用定义阶段的问题定义、设计规则和用户画像来作为指导。你可以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将这些内容做成横幅，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以便随时提醒。

构思的方法

现在，需要遵循的原则已全部列出，我们可以将重点放在有助于你进行构思的实践活动上。创意工具箱中的材料五花八门。在《万能工匠》（Thinkertoys）一书中，作者迈克尔·迈克尔科（Michael Michalko）提到了33种有助于创新的思路。11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些经研究表明真正有用的方法。

类比思维　类比是对两种事物的相似特征的比较。我们的大脑总是试图通过将不熟悉的事物与之前经历过的事物相比较来对新情况加以理解。通过类比进行推理，是人们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研究表明，类比推理可以帮助人们产生新想法并利用创造力去解决问题。12多样化的问题解决团队之所以能产生更多和更多样化的概念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团队成员能够进行更加丰富的类比。13

类比思维的主要挑战在于，我们常常看不到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似性，无法进行类比推理，或是我们仅满足于对表面的相似性进行类比，进而得出质量低劣的点子。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帮助自己创造出类比，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确定问题的关键方面。利用定义阶段的设计规则、问题定义和其他成果，来确立目标问题的基本属性。

第二，在不同的场景中寻找与目前的问题存在共同特征的其他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源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代表着目前问题的候选解决方案。若想激发出真正新颖的想法，就要去貌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寻找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也就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与你的问题没有太多共同之处的问题。14举例来说，福特（Ford）汽车公司之所以能发明出汽车装配线，就是在工业化食品生产流程中找到了类比灵感。15最初，福特采用的是一种低效的生产流程，工人们要从多个箱子里取出零件，然后用手推车推着零件在工作场所四处移动，要么装配发动机，要么加工车身。1913年，福特公司的员工比尔·卡恩（Bill Kann）参观了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亲眼看到了工业化生产流程的超高生产效率：动物在位于头顶上方的传送装置上移动，在移动过程中，不同的屠夫依次执行专门的切割任务。在说服创始人亨利·福特将这样的思路应用于汽车生产之后，移动装配线就成为T型车生产的标志性特色。从此，福特公司的生产力爆炸式扩张，而福特汽车的价格也从575美元降到280美元。

识别远距离类比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大自然中寻找源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通过与生物进行类比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叫作仿生学，是利用生物的外观、生命规律和系统作为目标问题的源解决方案。16仿生学鼓励问题解决者在自然界中探索解决方案，因为大自然中存在的诸多现象，都是经过成百上千万代的自然选择而得以优化成如今的样子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使用仿生学技术来开发创新的有形产品，同时，这种技术也被人们用来启迪、服务和组织与战略设计相关的创新解决方案。17另一种建立远距离类比的方法，是在行业之外寻找源问题和解决方案，就像比尔·卡恩早期所做的那样。

第三，对你手头的问题与源问题的相似程度进行评估。你手头的问题与源问题之间的相似性，就是让你联想到类比的原因。但是，如果只关注相似之处，特别是那些表面上的相似点，可能只会产出拙劣的点子。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请考虑一下源问题和解决方案存在哪些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可能会令你做出错误的类比，或对你产生误导。这也可以帮助你认清，这种相似之处是仅仅存在于表面，还是与问题的潜在原因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正如我们在第1章的约翰逊与杰西潘尼的故事中了解到的一样，在看不到实质区别的情况下，只关注两种情境表面上的相似性，可能会产出灾难性的解决方案。

第四，评估候选解决方案是否有助于解决你的问题。你需要将解决方案从源域转换到问题域，需要根据前面步骤中确定的两个域之间的差异对其进行调整。完成解决方案的转换之后，就可以对其能否解决你的问题进行评估了。在这一步，你不需要对解决方案的概念进行彻底评估（这是下一步的事），只需要评估眼前的概念能否保留在潜在解决方案的集合之中就足够了。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类比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一个振奋人心的案例，就鲜明地反映出了其中的四个步骤。这个案例来自儿科心脏重症监护病房。接受复杂心脏手术后，婴儿需要从手术室转到重症监护病房。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时间，是这些小患者恢复的关键时期。在转移期间，所有的技术和支持设备，包括药品供应、供氧设备和监测设备在内，都需要在15分钟内从手术室系统转换为便携式设备，继而转换为重症监护病房设备，总共转换两次。与此同时，从4～8小时的手术过程中收集到的关于病人的重要信息，也需要从外科团队转移到重症监护病房团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复杂任务整合为一体，特别容易在病人最脆弱的时候出错。

伦敦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 for Children）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马丁·埃利奥特（Martin Elliott）教授和艾伦·戈德曼（Allan Goldman）博士都在这家医院工作。一天的辛苦工作后，心脏外科主任埃利奥特教授和儿童心脏重症监护科主任戈德曼医生瘫坐在椅子上，看着电视放松身心。屏幕上正在上演一级方程式赛车大奖赛。两人在看电视时，同时注意到F1车队的停站和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病房的交接过程存在相似之处。意识到这一点后，医院的外科团队和重症监护病房团队负责人开始合作，先是与迈凯轮F1车队合作，然后是与法拉利F1车队合作。他们一起在法拉利位于意大利摩德纳的总部工作，一起去了英国大奖赛的维修站，也一起亲临医院的手术室和重症监护病房。这次合作，帮助他们对病人从手术室到重症监护病房的移交规则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使得移交过程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改进。18

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可能是激发创意的过程中使用最为广泛和得到研究最多的方法。在亚历克斯·奥斯本（Alex Osborn）1953年出版的《应用想象力》（Applied Imagination）19一书中，“头脑风暴”被定义为创意产生的过程中一种几乎毫无结构感的自由联想方法。人们首先要专注于手头的问题，然后展开想象，利用不受约束的自由联想过程，找到尽可能多的想法。你也可能参加过很多头脑风暴讨论。虽然有些实验研究表明，与单独工作的类似人群相比，头脑风暴小组产生的想法更少，多样性也有所欠缺，20但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只要遵循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创意原则，头脑风暴就能为找到创意提供帮助。21设计公司IDEO将这些原则定义为头脑风暴规则，而IDEO的员工也都一丝不苟地遵循着这些规则。

●　按捺评判的冲动。

●　鼓励大胆的想法。

●　在他人的想法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

●　专注于一个话题。

●　一次只进行一个对话。

●　视觉化。

●　追求数量。

邀请经验丰富的主持人，也能提高头脑风暴小组产生创意的效率。22这是IDEO和其他设计公司的标准做法。除了对创意有所帮助之外，头脑风暴还可以帮助问题解决者挑战他们对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的假设，尽量降低他们提出糟糕解决方案的可能性。23

脑力写作　这是集体头脑风暴的一种变体，专门为了克服头脑风暴过程中的一些挑战而开发。24在脑力写作中，参与者会独立地产生一定数量的想法，而不需要相互交流。然后，参与者要互相交流想法。交流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每人轮流讲出自己的想法，专门指派一位成员将所有想法都记录在白板上。第二种方法是将自身想法建立在别人的想法之上，每位团队成员都与另一位成员分享自己记录下来的想法，然后开始第二轮独立的头脑风暴，重点放在以团队成员想法为基础而生成新的想法。这个过程可以持续一段时间，随后，所有产生的想法都会被记录下来，与团队分享，以供进一步讨论。25

脑力写作解决了头脑风暴中存在的一些挑战。独自产生想法，而不是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讨论，这就消除了由单一小组成员主导对话的可能性。同时，还可以减少人们出于担心会得到负面评价而对自己的想法预先评判的倾向，为思考和想法的酝酿给出更多的时间，并消除某些参与者在他人的贡献之上“搭便车”的情况。26在一项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中，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卡兰·吉罗特拉教授（Karan Girotra）、克里斯蒂安·特维斯教授（Christian Terwiesch）和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的卡尔·乌尔里希教授（Karl Ulrich）发现，与只进行头脑风暴的类似小组相比，在进行头脑风暴前来一轮脑力写作的小组能产生（关于其商业价值和客户吸引力的）更多更好的想法。27

形态分析　暗物质的发现者弗里茨·兹维基（Fritz Zwicky）是瑞士的一位杰出天体物理学家。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发展出了这种为复杂问题求解的建构方法。28形态分析反映了创造力、发明和创新等研究领域之中公认的见解：针对问题的全新而有用的解决方案，通常是以新颖的方式结合现有的产品（如思想、概念或技术）而产生的。29举例来说，叉勺是由勺子和叉子组合而成的。1989年，锐步（Reebok）推出的标志性气垫鞋，结合了从静脉输液袋技术中借鉴而来的气囊。同样，Waze是一款应用程序，它结合了GPS定位传感器、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平台等现有技术和设备，数百万上班族依赖这个App来缩短通勤时间。

形态分析将产品视为拥有不同属性的集合。若想使用这种创意生成方法，首先必须识别出解决方案之中的不同属性，例如各种性能维度、必须具备的功能、物理特性等。其目的是将你正在设计的目标对象（产品、过程、系统或策略）拆分成多个基本方面。只要将属性确定下来，就可以接着去确定每个属性可能存在的不同状态。举例来说，在设计实物产品时，其中一个属性可能是产品的形状，而它可能呈现的各种形状（如球体、立方体等）则代表着不同的状态。确定完属性和状态之后，就可以将这些内容列入形态矩阵，其中的列为状态和行为属性。

迈克尔·迈克尔科在《万能工匠》一书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形态分析案例。迈克尔科提出的目标是改进洗衣篮。他指出了洗衣篮的四个属性：材料、形状、表面处理和位置。对于每个属性，他定义了以下形态：

●　材料：柳条、塑料、纸、金属、绳子。

●　形状：正方体、圆柱体、长方体。

●　表面处理：无工艺、油漆、透明、发光、霓虹。

●　位置：地板上、天花板上、墙壁上、通往地下室的滑槽、门上。

建好形态矩阵之后，就可以通过寻找不同属性和状态的组合来生成之前不存在的全新解决方案。你可以随机选择，也可以选择特定的组合。去除不可能或明显不合适的组合，其他就可以作为可供参考的创新性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形态分析可以提升创意的数量和新颖性。30

在迈克尔科的洗衣篮案例中，他利用形态矩阵做了一个洗衣篮，这个洗衣篮很像篮球网，大约1米长，连在一个圆柱形的篮筐上，挂在附于门后的“篮板”上。这个设计鼓励孩子们像投篮那样将脏衣服扔进洗衣篮。当篮子装满时，拉一拉绳子就可以将衣服倒出来。

SCAMPER31　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建立在现有想法上的新颖组合。这种观点有一个变体，那就是新颖的解决方案往往源于对现有解决方案的补充或修改。通过给出一份激发创意的问题清单，SCAMPER可以帮助我们在现有洞察的基础之上进行拓展。SCAMPER是个缩写词，其中的七个字母分别代表着替代（Substitute）、结合（Combine）、调整（Adapt）、修改（Modify）、用于其他用途（Put to some other use）、取消（Eliminate）以及翻转（Reverse）。表8-1说明了以任意顺序或组合整合这些主题，都能够激发创意。32人们发现，采用SCAMPER有助于开发出更多新颖、实用、可行的解决方案。33

举例来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西南航空公司（SWA）在与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等规模更大、财力更雄厚的中心辐射型航空公司竞争时，就面临着来自美国航空业的巨大挑战。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重新定义网络航空公司的传统价值主张（价格收益），进而吸引到那些通常会选择开车或坐大巴的人（因为坐飞机太贵了）？”


表8-1　利用SCAMPER进行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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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高管提出并回答了一系列关于SCAMPER的问题，这引导他们提出了一种创新性的客户价值主张。例如，避开那些规模更大（更拥堵）、对网络航空公司而言更为便利的机场，转而选择不拥堵的机场。他们取消了网络航空公司给客户提供的许多服务，包括在航班上提供全餐、长途航班、商务休息室、商务舱和座位选择，同时还对许多其他服务进行了优化：增加了每日航班的班次，提高了客户服务的友好度和可靠性。通过避开航空枢纽，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能让客户以更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最重要的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实现了比网络航空公司低得多的成本结构，机票价格大幅下调。这一经过重新设计的创新性价值主张，帮助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成为历史上持续盈利时间最长的航空公司。

如何对概念进行评价和选择：原则与方法

通过以生成许多解决方案概念的方式进行发散推理之后，我们就要确定将哪些概念推进到原型设计和测试环节，以实现聚合。这一步提出了两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进行概念的评估和选择，应由谁来进行评估和选择。我们将在这里着重讨论这两个问题。

结构化方法是进行概念评估的最佳方式。第一步，我们需要确定接下来会用到的定义标准，以便对概念池进行评估。第二步，这些标准使得你能按规则操作，对这些想法的相对优势和劣势进行比较，并选出一个或多个进行原型设计。

这些目标和标准，需要能应对三个广泛的领域：用户愿望、技术和组织可行性，以及财务活力。定义阶段的目的，是帮助你了解用户希望从解决方案中得到什么。你现在必须将这些设计规则转化为详细的评估标准。最终的解决方案也必须是可行的，技术必须到位，组织应具有实施技术的必要资源和能力。还有一点，你需要从经济可持续的角度进行评估，来确定解决方案的开发和执行程度。

与非结构化方法相比，结构化方法有很多优点。34因为你将根据与用户和问题所有者相关的标准来对概念进行评估，所以更有可能选择同时适合这两方面的概念。在评估标准中体现设计规则，可以促使你去选择用户眼中比现有解决方案更具吸引力的潜在解决方案。结构化方法还能促使你应用客观标准，给出选择背后的推理过程，从而减少认知偏见对概念选择的影响。

虽然概念选择是一个收敛的过程，但你不太可能立即就确定主导概念，马上开始建立原型。概念评估和选择的过程是迭代的。这个过程很可能会在团队中触发关键的对话，通过将一些想法组合成新的想法，并对其他的想法进行修改，以实现概念的进一步细化，而这也将带来更多轮的评估。

概念的评估和选择，需遵循以下6个步骤35：

1．构造选择矩阵。在行中输入评估标准，在列的顶部输入概念的标题。你可以对标准进行加权（以百分比表示），以反映重要性上的差异。你需要一个基准或参考概念来对标评估过程，这可以是传统解决方案，现成的一流解决方案，或集合中的任何概念。

2．给概念打分。你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评分系统，该系统由三个级别组成：比基准参考概念“更好”（+）、“类似”（0）和“更差”（-）。也可以利用赋值为1～5的分数表。你可以按行来评分（专注于一项指标，对每个概念按该指标进行打分，之后再转到下一个指标），或按列来评分（专注于一个概念，并根据每个标准对其进行评分，然后再转移到下一个概念）。当团队合作进行这项工作时，你可以利用团队共识对想法进行打分，或利用无记名投票的平均值来对想法进行打分。

3．概念排名。对概念进行打分后，将每个概念的得分相加，并记录在选择矩阵的底部。按照最好到最差的分数对概念进行排序。

4．对概念进行结合与改进。在对概念进行排名之后，与团队讨论这个排序是否有意义。如果有，就要去寻找方法来对概念进行组合或改进。如果一个得分很高的概念在一两个指标上得分较低，那么就要想办法确定怎样才能在不降低其在其他标准上的表现的情况下，在这些方面进行改进。同时也要注意那些在高分和低分上相互映射的概念，思考怎样利用某个概念的高分方面来弥补另一个概念的低分方面。

5．选择一个或多个概念。额外的评估环节之中，你和团队要对修改后的概念进行讨论，在对结果感到满意后就可以决定将哪些概念推进到原型阶段。如果有时间和资源，你可以考虑将两三个概念引入原型设计。

6．对结果和过程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的最后，花时间和你的团队成员讨论他们对评估和选择过程的满意度与舒适度。如果有人意见不一致，就要找出问题的根源。这可能会引导团队对完整性和清晰度的标准进行回顾，并对各项打分进行修改。人们会花时间来反思过程，识别问题出错的可能性，并增强团队对设计思维路径下一阶段的信心和决心。

虽然概念评估的结构化方法可以增加人们找到理想解决方案的机会，但是由谁来执行这个关键的任务也很重要。36当我们深度参与创造过程时，就算采用的是设计思维这样以用户为导向的方法，也有可能沉迷于自己的想法无法自拔，高估自身想法成功的机会，从而导致“假阳性”（即对拙劣的概念予以放行）。相比之下，没有参与创意产生过程的外部人员，例如评估项目提案的管理者，更有可能低估新解决方案的价值，而高估传统的、熟悉的解决方案的价值，从而增加“假阴性”的风险（即对胜出概念进行否决）。

克服这些挑战的一个方法，是邀请富有创造力的同行参与进来，也就是非项目团队成员，积极创建针对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人士。与不参与创意产生过程的管理者相比，同行的风险厌恶程度更低，对新想法更开放，可以降低假阴性的可能性。而且，他们对你的想法也没有过多的介入，这能使他们给出更加客观的评估，防止假阳性的发生。这些外部人士可以帮助你提高找到有创意的点子的机会，将点子带入原型和测试阶段。我们接下来将对此进行研究。

阶段4：原型

原型，是从抽象领域转换回具体领域的阶段。原型的核心思想是使抽象概念具体化，这样用户就可以与这些概念进行有意义的交互，便于你从这些交互中进行学习。此处的关键在于把想法从你的脑袋里提取出来，融入现实，进入用户的世界。

原型是对解决方案（产品、流程、服务等）的近似模拟和抽象。针对你认为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方案，原型以有型的形式对其中至少一个方面或属性进行体现。原型是实验，允许你对有关解决方案属性的假设进行测试。蒂姆·布朗曾说过：“任何能让我们对想法进行探索、评估，并推动其前进的东西，都是原型。”37

原型有多种形式，可以是演示某一过程或服务的故事板，可以是用泡沫塑料在实体空间搭建的实物模型，比如酒店大堂或客房，也可以是用移动应用程序截图的纸板图示，或模拟实体产品最终形式的3D打印工件。原型可能是粗糙的（比如IDEO为第一个苹果电脑鼠标开发的早期原型，就是从滚珠香体剂中拿出滚珠黏在塑料黄油盘底部制成的），也可以是精致的。原型可以只专注于概念中的一个或几个属性，也可以是全面的、完全集成的，比如批量生产之前制造的概念车。

原型是一个高度迭代的过程。因为原型允许我们从反馈中学习，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从一个原型中学习到的知识来改进后续的原型，从而向最佳解决方案靠拢。由此，原型也将变得越来越真实和全面。

但是，早期原型最好是快速、粗糙和廉价的。这样你就能够快速学习并探索多种解决方案的可能性。IDEO鼓励设计师“经常失败，从而尽早成功”。研究表明，通过尽早建构和测试实体原型，可以提高最终解决方案的质量。38

有一个快餐界的关于快速、廉价的原型设计案例，非常值得借鉴。1948年，理查德·麦当劳（Richard McDonald）和莫里斯·麦当劳（Maurice McDonald）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开办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免下车餐厅。虽然取得了成功，但麦当劳兄弟相信，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简化菜单和提高食物制作效率来更快地为顾客服务，利润还能更高。那一年，除了把菜单上的菜品减少到九种，开发出标准化的食谱和流程外，兄弟俩还决定关起门来，探索如何彻底改造厨房业务。

理查德认为，厨房布局会影响订单准备速度，通过改变厨房设备和工作站的配置，可以减少员工之间的干扰和冲突，减少准备时间和食材浪费。为了迅速而又经济地验证这一假设，理查德和莫里斯在家后面的网球场用粗粗的红色粉笔在球场地面上画出了餐厅和厨房的精确尺寸。

电影《大创业家》（The Founder）就精彩地捕捉到了这种原型设计的过程。在厨房员工的配合下，兄弟俩实地模拟了烤汉堡、炸薯条等订单准备过程。理查德站在梯子顶上观察工作流程的变化带来的效果。多次改变网球场上的厨房布局图之后，理查德设计出一个高效生产流程。随后，他们信心十足地聘请了承包商，为餐厅建造一个符合他们要求的厨房。新的速食服务系统使得麦当劳可以在30秒内为顾客准备好食物并开始送餐。39这种方法不仅掀起了餐饮业的彻底变革，帮助创建了快餐这一餐饮类别，也打造出了一个全球餐饮巨头。

原型的好处

原型设计是设计思维和严谨问题解决流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三个目的：学习、风险管理和沟通。

以学习为目的的原型　原型是一项实验活动，体现了问题解决者在构思阶段开发出来的假设。40你需要建立起原型，对假设进行测试。通过允许用户与原型交互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促进实验的开展。与仅基于口头或书面描述的反馈相比，通过有形的工件观察交互，通常会提供更丰富、更周到和更可靠的反馈。

原型开发也会促使你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想法。当我们需要将想法转化为有形的形式时，经常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模糊，或者发现想象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原型还具有发现重要问题和意外问题的附加功能。我们之所以建原型，就是为了思考。

以风险管理为目的的原型　关于在解决问题时什么方案可行，什么方案不可行，原型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不确定性。在将全部资源投入实施解决方案之前，将不确定性解决掉，可以降低失败的风险，提高成功的概率。

以沟通为目的的原型　原型可以丰富并促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团队成员的沟通。原型提供了丰富的交互，能帮助我们有效地沟通我们在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中所处的位置。通过利用来自用户的证据进行设计选择，原型减少了由于对解决方案具有不同观点和意见而产生的分歧，还可以帮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展开讨论，协商解决方案的意义、目的和功能。

怎么建原型

若想要原型提供这些好处，其背后必须有一个计划，以下是简单的4步规划法41：

1．定义原型的用途。原型是一项实验活动。了解实验的目的，是设计实验的关键。如果不知道目的，你就不知道哪些方面需要得到反馈，也不知道从谁那里获得反馈，这样就很难确定究竟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在原型建设工作开始之前，以书面形式陈述你的团队希望从原型测试中学到什么。你可以用这个句型来将其框定为一个或多个假设：“我们相信……”

2．明确原型的近似水平。原型的全面性各不相同（原型具备最终解决方案的哪些属性和功能），保真度也有差别（原型与最终解决方案在外观和感觉上的匹配程度）。更全面、保真度更高的原型，通常能帮助用户提供更多有用的反馈，但是建构起来更耗时、更昂贵，而且迭代修改更不灵活。原型的近似度一方面反映了反馈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反馈的可负担性和灵活性。以上一步定义的学习目的为基础，原型应在能提供有用反馈的情况下保持最低的全面性和保真度。

3．概述实验计划。指导实验运行和反馈分析的实验规划，应该要确定参与测试的用户类型和数量，测试原型的环境，反馈收集方式，以及反馈分析方法。我们将在下面测试阶段的介绍过程中涉及实验计划的这些方面。

4．创建时间表。进入测试之前的最后一步，是创建时间表。此时应确定什么时候必须开始原型建构，什么时候对原型进行测试，什么时候对反馈进行收集。原型时间表能帮助问题解决者保持专注和动力。

阶段5：测试

原型和测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严格的实验过程中紧密相连的步骤，并且互为补充。在开发原型之前，明确测试的内容以及如何测试，这两点非常重要。从对一个原型的测试中学到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其他原型。

测试的目的是学习。你要与用户一起进行测试，改进解决方案，并不断修正对用户及其面临问题的理解。不要将反馈局限于用户对原型的好恶，经常询问为什么，发现关于用户及其问题的其他见解。同时，也要向用户询问解决方案的改进建议。

原型测试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这个过程为收集意外的反馈创造了条件。42在最终解决方案所在的大环境中与原型进行交互，可以激发用户提供出在其他情况下想象不到的信息，从而对解决方案进行有价值的改进。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对意料之外的反馈保持接纳和宽容，乐于对意外反馈的存在原因进行探索，化被动为主动，对这些意外的收获加以利用。43正如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所说：“在观察领域里，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早期的原型设计和测试常常很耗时，但实际上可以加快整个解决方案的开发过程。测试过程可以帮助问题解决者更早地识别出站不住脚的解决方案，及时淘汰，还能帮助他们在进入开发的高级阶段之前发现解决方案的局限性，而一旦进入最后阶段，应对这些局限性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费用。44关于这一点，蒂姆·布朗曾说过，尽早地、频繁地对原型进行测试，是自带矛盾属性的，因为“这种行为是为了加速前进而刻意放缓脚步”。45

如何测试

虽然原型和测试是相互交织的，但制定测试计划和执行，仍然是比创建原型更重要的附加步骤，我们随后将详细解释。46以下步骤始于原型创建阶段的末尾：

1．选择用户的设置和样本。测试原型的一个关键方面，是用户所处环境和样本的选择。这些选择会影响反馈的丰富性和可靠性。测试环境可以是受控的、人工的，例如实验室或分阶段的模拟，也可以是即将投入解决方案的实际的、自然的环境。示例用户可以是任何人，他们可以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也可以是切实面对问题的实际用户。

为了让用户提供最自然、最详细、最真实的反馈，测试环境和测试对象应尽可能与现实世界中的环境与人保持一致。这就是说，需要让真正的用户在自然环境中与原型进行交互。在用户面前放置一个原型，要求用户提供反馈，而不允许用户以自然的方式进行体验，并不会产生多少有用的反馈。举例来说，如果你开发了一个新型的旅行马克杯原型，将一组用户聚集在会议室进行焦点小组讨论，并不能让他们找到像平时上班路上那样的体验。因为用户与原型的交互脱离了真实环境，所以反馈也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

尽量避免招募那些倾向于提供有利的、积极反馈的用户，比如朋友、家人和热心人士，也就是对你正在开发的解决方案充满热情的人。因为这会增加假阳性的风险。相反，只招募最苛刻、最挑剔的用户，也可能导致假阴性。若想得出有效的测试结论，就要避免与太好说话或太难应付的用户一起进行原型测试。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样本的大小。对早期的粗略版原型进行测试时，目标是快速产生定性的反馈，由10个左右的用户组成的小样本比较合适。47等走到解决方案的开发过程，应用精细而全面的原型时，则需要更大的样本（通常是数百个）来识别统计学上有意义的结论。

2．开发一个反馈收集格式。要生成关于原型的反馈，需要将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结合起来。对于后者，我们需要使用共情阶段中概述的半结构化访谈的原则来进行问题开发。从原型测试中获取反馈的一个简单而有用的工具，就是反馈捕获网格。这个网格由四个象限组成，每个象限都有一个宽泛的开放式问题：“什么有效？”“什么没用？”“你不明白什么？”（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如何改进？”

3．针对原型进行沟通。对测试过程中用户将如何与原型相遇并产生互动的过程进行规划。我们的目标是向用户展示原型，允许他们与之互动，产生体验，而不是向他们讲解这个原型是什么。你要避免向用户解释原型背后的想法或理念，把自己想象成一位主持人，帮助用户从现实转换到原型设置，同时尽量减少向用户提供相关性信息。

4．收集反馈。从积极观察用户如何与原型交互开始，从积极观察他们如何使用和误用原型开始。如果用户因为使用不当或不理解原型而注意力不集中，那么就为其提供最低程度的纠正性信息来帮助他继续体验。请用户在体验原型时将思考过程大声说出来。作为原型体验的主持人，你可以这样问：“告诉我，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这类似于我们在共情阶段讨论的影子研究。在收集反馈时，你还需要让其他团队成员充当观察员和记录者的角色。如果做不到，那么就请录制视频来记录测试过程。

在收集关于原型的反馈时，请注意不要为原型进行辩护。由于原型反映了我们对用户需求的信念，并且涉及大量的开发工作，因此我们很可能成为证实性偏差的牺牲品。我们必须接受与信念背道而驰的反馈和意料之外的反馈，因为这些反馈可以揭示解决方案中之前未曾预料到的局限性，并提供改进的机会。你要拿出必将犯错的心态来进行测试，有了这样的心态，就可以放下对原型的防御心理，帮助你接受与信念背道而驰的反馈。

5．对反馈进行诠释。这主要是指回到原型的目的和你开发的具体问题或假设上来，利用这些内容来指导你对测试产生的定性反馈进行分析。综合你所学到的关于问题和假设的信息，但不要把你的分析局限在这些内容上。因为测试原型是另一个与用户产生共情的机会，所以请将你了解到的用户需求和见解进行综合。定义阶段描述的分析工具包在这里非常好用。

6．反思结果。对收集到的反馈进行分析和综合之后，就要进行反思了。此时也是你认识到测试具有很高价值的时机。与你的团队成员讨论结果，确保每个人都能接受其合理性。你需要提出的关键问题如下：“我们将如何根据所学的知识对解决方案进行提炼和改进？我们应该改变什么？我们应该保留什么？我们应该调整什么？”在朝着最终解决方案前进的过程中，推动团队集中力量投入下一轮原型迭代。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将设计思维呈现为一个从共情到测试的线性过程。在前一章中，我们讲述了通过沉浸于用户对问题的实际体验中来探索问题空间，并讨论了怎样将观察转化为对问题定义的指导。本章通过想象和为用户创建可能的未来，通过生成和评估解决方案概念，进行原型设计和测试，将重点转移到了探索解决方案空间。

但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简单。设计思维是高度迭代的，而且必须进行迭代。一个迭代的、实验性的过程，可以降低风险并提高开发出创新性解决方案的概率。迭代是优秀设计和优秀解决方案开发的标志。通过对整个流程进行多次循环，我们就能实现迭代。同时还可以在阶段内部进行迭代，例如创建和测试多个原型，或者进行连续多轮的构思和概念评估等。我们的目标是确定（最终）解决方案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

经过这么多次迭代和细化，我们要怎么知道何时才能告一段落呢？我们在构思阶段的概念评估步骤中简要讨论了创新的标准，并给出了答案。富有挑战性的商业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应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标准：合意、可落实和可行。合意，创新性解决方案必须符合用户的口味。这就意味着在将成本考虑在内之后，用户必须认为，新的解决方案比现有解决方案能更加有效地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同时，提出这样一个创新性解决方案的思路还必须是可落实的。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技术条件，能可靠并有效地将解决方案转化为现实，而且解决方案提供者必须拥有落实的资源和能力。对于解决方案提供者来说，创新性解决方案必须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开发和实施的经济效益必须超过成本。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解决方案能满足这些标准，就可以进入问题解决4S法的推销阶段了。



设计思维是本章和前一章的重点，是解决复杂商业问题的一种诱导性方法。我们需要让自己沉浸在对现有问题的理解中，从而推断出未来的解决方案。设计思维是以假设为驱动和以问题为驱动的方法的替代和补充。

与我们在前文中描述的方法相比，像设计师一样解决问题，需要利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具包。解决问题的设计思维路径，强调创建解决方案，包括产品、服务、策略、系统和组织等。设计思维不是单纯利用智慧去破解复杂谜题，给出简洁的答案。设计师需要为解决问题引入新的工件，这些工件可以为思想搭造出物质外形。为了做到这一点，设计师需要在抽象的心智模型和具体的人、体验和工件之间来回流动。解决问题，就是拿出创意去创造。

设计思维的挑战和前景都在于此。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擅长创造，常对自己的创造能力缺乏信心。这具体表现为对失败的恐惧，对冒险进入未知领域的恐惧，或者是对在他人眼里看起来很蠢的恐惧。当人们认为自己没有创造力时，他们就会缺乏追求创造力的信心。

设计思维的吸引力在于能揭开创造力的神秘面纱。它代表了一套严格的流程和工具，这样的流程和工具可以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产生新想法，追求新见解，着手解决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了说明如何像设计师一样去解决问题，我们对设计思维的过程、方法、实践和故事进行了探索。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帮助读者激发出利用设计思维的灵感，培养出对设计思维的掌控感。

汤姆·凯利（Tom Kelley）和戴维·凯利（David Kelley）的著作《创新自信力》（Creative Confidence）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创造力。在对设计思维的价值进行解释时，凯利兄弟总结道：“我们知道，只要能让人们坚持在一段时间之内使用这种方法，他们就会产出惊人的成果。”48

无论你如何解决面前的商业问题，无论是通过假设金字塔、问题树，还是借助设计思维，都必须说服别人相信你这套解决方案的价值和可行性。你需要构思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才能将解决方案推销出去。若想了解如何做到这一点，请继续阅读下一章，准备好为你的演讲设计出精彩的故事情节。


小结

1．探索解决方案空间的构思、原型和测试：

〇　通过建构主题公园游客浏览路线上的全尺寸模型，迪士尼世界重构了客户体验。

2．构思=生成不同的解决方案概念；要选择最有希望的概念来打造原型和进行测试。

3．构思的第一步：数量和多样性很重要，平均质量不重要。

〇　鲍林：产出好创意的最佳方法，就是先想出很多很多的点子。

4．指导方针：团队多样化，延迟判断，追求数量。

5．构思工具：

〇　类比思维：儿科心脏手术与F1车队的停站有何相似之处？

〇　头脑风暴和脑力写作：利用两种方法产出更多更好的点子。

〇　形态分析：勺子+叉子=叉勺。

〇　SCAMPER问题清单：西南航空公司重塑航空业。

6．构思的第二步：利用结构化评估过程进行收敛。

〇　指标：合意性（利用设计标准）、可落实性和可行性。

〇　请同行发表看法，从而尽量降低假阴性和假阳性情况出现的概率。

7．原型=为用户创建实体的解决方案近似物。

8．我们之所以建立原型，是为了学习、管理风险和沟通。

〇　麦当劳兄弟用快速且廉价的方式，用粉笔在网球场地面画出了速食服务系统中的厨房布局，据此建立原型并进行测试。

9．如何建立原型？

〇　定义目的：你想了解什么？

〇　确定这个原型所需达到的完整度和精细度。

10．测试=得到关于原型的反馈并对其进行分析，以收敛出解决方案。

11．尽早使用粗略的原型进行测试。蒂姆·布朗：原型可以让我们在放缓脚步的同时加速前进。

12．选择一个环境和样本：在自然环境中测试，避开粉丝和批评者。

13．设计思维不是线性的，要时刻准备迭代。


第9章
解决方案推销：金字塔原理

是时候从问题解决前进到推销解决方案了。现在，你已经进行了相关分析，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开始设想如何对它进行推销。你需要做的，是说服问题所有者采纳你的建议。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是任务的高潮所在。为此，你需要切换思考问题的方式。你要做的，不再是进一步分析问题，而是跳出来，看看你的解决方案是如何与问题所有者面临的困境相契合的，并据此来推销它。

让我们暂时把问题解决放在一边，设身处地地想象你是想要了解解决方案的问题所有者。例如，想象一下你现在是野马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你的公司是在美国运营的低成本空中运输公司。1你之前让一名行政主管去研究一个你正在考虑的计划：采购5架型号为空客A320neo的新飞机来扩充公司的运载能力。行政主管写了一份材料来总结他的研究成果，内容如下。

按照您的要求，我对采购5架空客A320neo飞机以扩充公司的运载能力和提高利润的计划进行了调研。我对飞机本身进行了调查。空客A320neo是一款优秀的飞机。有研究表明，由于其燃油效率更高，所以新款飞机的运转成本低于我们当前使用的波音737，这使得我们可以在3年内就收回两种飞机机身本身的差价。因此，购买这款新飞机来扩充公司的机队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此外，这还可以帮助公司抓住新的增长机遇，例如开辟到达墨西哥和美国中部的新航线。

随后，我调查了采购新飞机对公司机队管理的影响。由于当前机队的飞机型号均为波音737，增加一款新机型必然会提高管理的复杂度与运维、培训成本，尤其是对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培训成本，但是客户的支付意愿不会提升。尽管具体的影响程度较难评估，但我保守估计，空客A320neo在燃油方面节省的开支无法抵销随之增加的运维和培训成本。

从采购的角度来说，第一次从空客公司购买飞机会对波音公司施加竞争压力，从而使我们在与两个供应商的交易谈判中获得更好的筹码。为了推断双方供应商会如何响应我们购买5架新飞机的提议，我们的采购部门已与一些厂商进行了商讨。采购部门认为，空客公司会提供更大的折扣与更优的财务条款。

然而，我通过与商务部门交谈发现，由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空中交通管制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政府近期发布的声明，一下子采购5架飞机是非常冒险的。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应当延续当前一次只购买一架波音737飞机的政策。出于本行业的高风险性，特别是许多运输公司都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了破产保护，股东会很看重公司当前稳步增长的策略。首席财务官判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宣布批量采购5架飞机会使公司股价严重下跌。

因此，我建议公司延续逐架采购波音737的方式来扩充机队，而不是一次性采购5架空客A320neo。

但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一次性采购多架飞机，向空客采购更多飞机将会有利可图。在考虑运维与培训成本之后，我的看法是，如果批量购买至少9～10架空客A320neo，空客提供的价格和财务条款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收益。

你觉得这份材料如何？你对它感到满意吗？它说服你了吗？

讲述解决方案的故事，而不是寻求方案的故事

你大概已经发现，这份材料真是糟透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它。首先，行政主管应当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在来来回回阐述优点和缺点的时候，他本质上是在建议你不要采购5架空客A320neo，这是这份材料的核心观点。该材料的一个重大缺点是核心观点并不突出，淹没在了接近文章末尾的地方。我们读到倒数第二段才知道这一中心思想。优秀的新闻记者会告诉你一个经验：“不要隐藏金句。”金句指的是讲述的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应当在一开始就被简明扼要地说出来。上述材料的作者明显违背了这一高效、管用的沟通原则。

使情况变得更麻烦的是，我们不得不在相互抗衡、拉锯的论据中跋山涉水，才能发现作者最终的建议。如果在读完第一段后便停止了阅读，你很可能误以为这份材料是支持采购计划的。但继续阅读，我们发现材料中的结论实在是非常复杂，因为作者在反反复复地陈述着计划的利弊，看起来永远得不到一个确定的结论。即使在阐明了立场后，他又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说了点别的弱化自己立场的东西。读者始终得不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真是十分令人沮丧。

这让我们想起了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对于“双面经济学家”的愤怒。据说，杜鲁门曾在得不到一个关于政策的清晰建议后挫败地要求道：“给我一个‘只有一面’的经济学家吧。为什么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说‘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了让建议更有说服力（以及不那么令人沮丧），作者不仅需要在一开始就将核心观点清楚地讲述出来，还需要对这一核心观点进行条理清晰、令人信服的论证。

在上面的案例中，行政主管呈现观点的方式使得他的论证过程十分混乱，缺乏条理性很难让人买账。阅读该材料时，你不仅需要努力去猜测他最终的结论，还需要去梳理他的论据是如何支持他给出的建议的。

行政主管犯的是一个经典的错误：他在材料中报告的是他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向问题所有者解释和论证他给出的建议。材料是根据公司面临的问题组织起来的，而不是关于执行方案的建议。作者先描述了问题，再陈述了他如何组织问题、分析问题以及分析的结果，唯独没有解释他所讲述的这些是如何支持文章的核心观点的。比如，他对比了从空客公司或波音公司采购5架飞机的方案，但又在下一段中排除了批量采购飞机的可行性，使得前文的方案对比与中心思想完全无关。行政主管将解决方案看作破解问题崎岖之路的终点，由此他相信应在故事的结尾将他的建议和盘托出。

这一错误非常普遍。我们花了那么多功夫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以至于这一过程本身变成了我们阐述解决方案的默认结构。我们可能还希望让问题所有者知道，为了得出当前的解决方案我们付出过的努力和经历过的重重困难。诚然，相比于讲述解决方案本身的故事，我们很难忍住不去讲寻求解决方案的故事。

可惜这并不是一个推销解决方案的有效方法。决策者并不会像侦探小说的读者那样热衷于与侦探一起追寻蛛丝马迹，而且不到最后一刻都不想知道谁是凶手。他们不希望你把核心观点隐藏在丰富而曲折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兴趣知道你进行过的聪明、充满挑战性，但对推销你的解决方案毫无帮助的分析。他们只是想听到你最终的建议及背后的推理，来决定他们是否同意你的判断。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关于你所给建议的有条有理、令人信服的故事。在这方面，“金字塔原理”可谓百试百灵。

利用金字塔原理

芭芭拉·明托（Barbara Minto）是麦肯锡的前咨询顾问和“金字塔原理”的发明者。2她的方法基于一个古老而切实的洞察：如果人们可以将一组思想在脑海中以有条理、有逻辑的方式组织起来，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记住这一组思想。从古希腊开始，人们眺望星空时看到的便是由星星组成的图案轮廓，而不是散乱的星星。想象出线条将星星连在一起，并通过比喻赋予它们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和识别星座，因为人脑就是需要一定的模式来理解和记忆我们感知到的事物。思想也是这样，为了理解和相信其他人的想法，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的想法如何被有序地组织在一起。想法之间的联系越紧密、组织结构越简单，故事的条理性就越强，也就越令人信服。

明托认为，推销商业解决方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采用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统领全篇的核心观点，随后的主线是用以支撑核心观点的论证，同时勾勒出全文的框架。核心观点必须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并引出随后用以论证或详述它的论点。如果你采用了金字塔这一表达策略，听众便可以很快抓住重点，并认识到你的思想是如何通过一个简单明了的框架组织起来的。这可以帮助他们整理思路，使他们接受你的核心观点以及其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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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金字塔原理



在遵循“金字塔原理”的报告中，主线中引领全篇的论点必须遵循第4章所讲述的MECE问题拆分原则。文章的各个部分需要覆盖到所有的相关内容，没有遗漏，也没有重叠。为进一步完成写作，你需要将每一个关键论点拆分成更多同样遵循MECE问题拆分原则的成分，直到金字塔的底端。

做口头报告时也要根据同样的原则组织内容：一开始先讲述核心观点，随后呈现主线，接下来是引领听众走过金字塔里的一个又一个支柱，对每一条主线和相应的论点进行细致的阐述。如果你使用了幻灯片等包含图表的视觉辅助工具，它们也应按照同样的方式组织。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如何组织口头报告和幻灯片页面。

现在，让我们将“金字塔原理”应用到野马航空公司的文书材料中。在这里，开门见山地陈述建议很容易做到，我们只需要把它从文章的末尾移到开头。

野马航空公司应延续当前逐架采购波音737的做法，而不应批量订购5架空客A320neo。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将想法组织成几个关键要点呢？前文中的论证可以被拆分成两个要点。第一是空客A320neo和波音737两款机型的对比。作者认为，采购波音737对野马航空公司而言更为经济。第二则是关于同时采购多架飞机的讨论，因为批量采购可能过于冒险了。

比较两款机型很可能是研究野马航空公司机队拓展这一问题时行政主管最先想到去做的分析。这可能也是他在材料开头就对其进行讲述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去比较两个要点的重要程度，就会发现第二点其实更重要：无论公司决定采购哪一款机型，批量采购都会带来风险。一旦确立了这一点，选择采购哪一款飞机就容易多了。据此，主线可以这样概括。

1．同时采购5架飞机过于冒险。

2．采购波音737比采购空客A320neo更优。

确定了主线中的要点之后，我们就可以采用下面所列的结构，对其逐一展开论证。

1．同时采购5架飞机过于冒险。

a．公布这一计划会使股价下跌。

b．关于空中交通管制的预测不支持批量采购。

2．采购波音737比采购空客A320neo更优。

a．只采用波音737可以带来成本优势。引入空客A320neo带来的成本支出会超过其带来的收益。

b．只有在至少购买10架飞机时，购买空客A320neo才是有利可图的，但10架又太多了（基于当前的增长预期与空中交通的不确定性）。

我们将遵循“金字塔原理”重写野马航空公司的文书材料。我们建议首先描述问题，并马上阐述相应的解决方案，随后列出主线，最后按照上文中列出的结构重新组织论点。调整文章框架的同时，我们也要斟酌措辞以使论点更加清晰而具体：

按照您的要求，我对采购5架空客A320neo飞机以扩充野马航空公司运载能力和提高利润的计划进行了调研。我认为这一计划并不可行，建议公司保持当前逐架采购波音737的做法。

我的看法主要基于两点：

1．批量采购5架空客A320neo过于冒险。

2．机队机型的多样化会危及成本优势。

1．批量采购5架飞机过于冒险。

a．公布批量采购5架空客A320neo这一计划会使公司股价下跌。尽管野马航空公司当前可以盈利并持续增长，但本行业始终是一个高风险、易亏损的行业。在这个不利的大环境下，股东会看中公司当前谨慎、稳步增长的策略。首席财务官估计，大多投资者和分析师不会赞成这一增加杠杆和风险的激进计划。

b．此外，商务部门还认为，关于未来空中流量的预期可能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更正，而采购计划是根据原来的预期设计的。公司原来的拓展机会主要在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航线，但美国政府最近更改的对外政策使对相应航线的空中流量估计充满了不确定性。

2．机队机型的多样化会危及成本优势。

a．继续采购野马航空公司当前机队的标准机型波音737可以带来成本优势。引入新机型A320neo则会削弱这种优势，因为培训和运维的成本会显著增加。若购买价格更高的空客A320neo，尽管公司预计可以在3年左右赚回差价（主要因为其更低的燃油消耗使得成本变低），却无法抵销培训和运维成本的增长。这些因素使得对空客A320neo的投资很难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收回成本。

b．尽管相比于波音公司，空客公司可以为5架飞机的订单提供更优惠的折扣和更优的财务条款，但这并不足以扭转投资空客A320neo带来的财务劣势。财务分析表明，至少需要订购10架空客A320neo才是对公司有利的，但在当前环境下这不是一个合理的计划。

总的来说，还是建议野马航空公司延续逐一购买机队标准机型波音737的做法，这一稳步增长的战略正是公司顺利发展的原因。

用“金字塔原理”起草“电梯游说”

以统领全文的思想和论点作为报告的开头对于推销解决方案十分有效。核心观点仅仅与报告相关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简洁明了、一针见血。因为你以它作为开头，但听众对它没有任何准备，所以你必须确信听众会对它产生疑问。你可能觉得把核心观点放在最后会更安全，逻辑也更顺畅，这样你就可以把它用作金句来掷地有声地结束报告。我们对此强烈反对。当你决定用金句来结束演讲，你一开始讲述的统领思想便决定了你与听众的对话模式是你会不断地回答听众脑海中的问题。统领思想决定着全文的方向，正如调号之于乐章，指南针之于导航。你要将核心观点作为统领思想来推动与问题所有者的对话，而不要将它用作结束这段对话的金句。

从这个角度来看，统领思想就是回答问题所有者当前问题的“电梯游说”（elevator pitch）版本。想象你是野马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你在电梯里碰到了负责研究购买方案的行政主管，你决定与他随便聊聊：“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所以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采购那5架空客A320neo？”此时，主管只有30秒的时间来说点什么，并且他应该不希望只说点鸡毛蒜皮的细节来浪费掉这个可以让你为他之后的报告做好心理准备的宝贵机会。他可能会忍不住说：“啊，这个问题有点麻烦。空客A320neo是款不错的飞机，但现在关于未来交通流量的预期不太准确，机队的运维成本也会相应增加。”但这些信息你早就已经知道了。此时，主管如果清晰地表明立场，整个状况会好得多，“我们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当下还是应该放弃这个计划，继续一架一架地采购波音737”。

作为首席执行官，你可能会反对和质疑他（或者只是想看他小小地紧张一下）。这位行政主管可能会感到胆怯和不安，但如果他足够聪明，他就知道这正是他应该期望的。一个方法得当的提建议的过程天然就应该引起争议，因为这样才能引发讨论。发起一段对话，哪怕会引起争议也并不可怕，而争议恰恰是成功所在。主管只有在有能力严密论证自己的观点时才会希望引发这样的讨论。这就是为什么主线应紧随在核心观点之后。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他觉得应该放弃采购空客A320neo的计划，他可以胸有成竹地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公布这一计划会影响股价；第二，分析表明增加新机型会削弱成本优势。”这时候电梯应该已经到达他所在的楼层了，而你还要继续去往位于顶层的办公室。在电梯门关上之前，你问：“你确定吗？”他回答道：“我会在周一中午的会议里向您详细汇报。”

多完美的对话啊！如果这位行政主管没有准备好，那他寒暄的本领可能会拯救他。但如果他准备好了，他就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与你分享他的看法。

使用“金字塔原理”来起草“电梯游说”意味着你的核心观点要简明扼要，并且准备好了用最少的话语来对对方第一反应会想到的问题做出回答。这些问题一般都可以被归成两类，为什么和怎么办。如果对方不太相信你的观点，他就会问你为什么。如果对方跟你持有一样的观点，但还想知道更多关于实施方案的具体建议，他就会问你怎么办。主线内容必须包含回答这些为什么和怎么办的答案，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统领思想。主线的作用有两个：搭建起报告的金字塔结构，以及回答核心观点触发的主要疑问。这可以帮助你掌控与问题所有者之间的对话。

掌控对话很重要。滔滔不绝、让对方没有插话的空间很可能既没有效果也很危险，因为这样看起来就像在宣教。但你一言我一语地攀谈起来也同样危险，因为对话存在失控的可能。核心观点必须触发对话，但得是你可以掌控的对话。最佳的做法是引出一系列你有能力回答的提问。对解决方案的推销既不应该是单方面地进行演讲，也不应成为一场混乱无边的争论。

构思你的故事线

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应该包括核心观点、主线以及报告的所有基本成分。如果你正在准备的是幻灯片展示，故事线应该包含你计划制作的幻灯片的完整列表。你必须在制作幻灯片之前构思好故事线，否则你制作出的幻灯片可能会有多余的内容，或材料间相互矛盾。

在着手准备推销解决方案时，你第一件想去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打开电脑，双击软件图标，开始设计精美的幻灯片来汇报你的研究成果。但事情不是这么办的！大概是因为演示软件易得又好用，你很容易就在整理成果的同时顺手把幻灯片做了，并决定之后再去想如何组织它们。为什么那么多逻辑混乱的报告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各个会议室里？这就是原因之一。

对此，我们能给予的最简单的忠告是：暂时忘了你的演示软件，打开你的文字处理软件。在你决定好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之前，不要去画任何的图表。你可以从尝试在一页纸上建构故事线开始，就像你正在写一份笔记、备忘录或者最终成为你报告首页的摘要一样。这可以帮助你节省很多时间，你最终的报告也会大有改善。

两个金字塔的故事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金字塔原理”和我们在第4章讲述的假设金字塔的共通之处。如果你已经通过以假设为驱动的解决方案解决了问题，故事线的构思就很直接了，它将会与假设金字塔非常相似。你提炼并确认的解决方案自然就变成了你的核心观点，主线也能通过稍微修改一下第一层子假设来完成。对于更低层级的论点，你可以在你分析、确认过的更为基本的假设中找到。那些被证明是无效的假设对应的就是方案的局限性。

我们再以第4章Librinova公司的案例为例。图9-2勾勒了一个你可以用来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述你的建议的金字塔，它基本就是图4-3中的假设金字塔的翻版。为了创建当前这个金字塔，我们假设，假设金字塔中除了右下角的最后一个条件以外，其余所有条件都已被证明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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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Librinova案例的故事线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再次看出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思路的高效性。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解决方案，还能告诉我们如何去推销它。在这里，寻求解决方案的故事就是解决方案本身的故事。

然而，从第1章开始，我们就意识到了假设金字塔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可能使我们陷入采用潜在的解决方案陷阱以及无效沟通陷阱。哪有人不希望从着手解决问题的第一天开始就搭建好最终报告的框架呢？核心观点只需要反映问题所有者想到的解决方案，主线则只需要去支撑这一方案就可以了。

相反，如果你采用的是以问题为驱动的方式，你就更不容易出错，但你推销解决方案的框架就无法从问题树中顺利推出了，毕竟你不能指望以问题为驱动的解决过程本身就告诉你核心观点应该是什么。当对每一个子问题都进行探究之后，你很可能会面临一大堆零散的结果却无法把它们有序地组织成一个成型的解决方案，甚至无法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正如我们在先前章节中所讨论的，从调查结果到形成解决方案之间，往往需要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在这里，从当前复杂、多面的解决方案到形成简单清晰的统领思想之间，也需要更多创造性的飞跃。

在Librinova公司的案例中，不管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从图4-6的问题树着手准备解决方案报告都不是一个好选择。最终的建议甚至都不会出现在问题树里，更别提用来付诸行动的具体计划了。在这种情况下，讲述搜寻解决方案的故事毫无意义。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就像我们在野马航空公司的例子中所做的那样，把相应的观点重新组织成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

金字塔可以从顶端建起

如果你一开始就想清楚了统领思想是什么，你就可以按照“金字塔原理”从顶端开始构思你的故事线。你的核心观点，或者说统领思想，就是问题所有者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在此基础上，你再通过回答核心观点触发的为什么和（或）怎么办的问题来创建你的主线。每一个问题对应金字塔的一个支柱。接下来，你要再对每一个支柱进一步去问更深入的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并用你在问题解决阶段搜集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回答不了，那可能还需要做额外的分析。此外，你还需要检查每一层的论点是否符合MECE原则。

在修改野马航空公司的建议材料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运用了这种自上而下的思维过程，因为材料的核心观点很容易被确定，且基本上自带了一个有关为什么的问题。我们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条主线：比较两款机型与当前机队的契合度，以及对订购的数量进行讨论。由此，我们将材料组织成了两大部分，并按重要程度排序。

更常见的情况是从金字塔底部建起

然而，自上而下的方法通常很难操作，因为统领思想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你花很多精力做各式各样的分析，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以至于很难有人可以一下子就看出这些结果的整体脉络。这时，从底部开始建造金字塔就有效多了，就像建造真正的金字塔一样。你不需要直接想出一个核心观点，而是从最基本的调查结果着手，尝试对逻辑上相近的材料进行归类，直到它们呈现出一个清晰的结构。当这一结构浮出水面时，你就可以梳理出你的核心观点了。这种做法本质上与我们在第7章里介绍的方法是一样的，即在设计思维的定义阶段通过整合各方数据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对用户的理解。

一个切实可行的做法是，把研究得到的基本结果当作你可以操纵的石块，通过对这些石块进行排列组合来建造整座金字塔。我们在问题解决的工作坊中，经常要求参与者把他们的各种调查结果写在不同的纸张（比如便利贴）上，然后把这些纸张摆在桌上或者钉在墙上。我们要求他们用主谓完整的句子来陈述每一个调查结果，这会迫使他们关注结果背后的逻辑、因果关系和对应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关注结果所属的话题。例如，“在航空业，宣布大胆激进的行动计划一般会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就比“对股价产生影响”强多了。接下来，我们指导他们把这些基础石块归类在不同组别或者说“桶”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去识别各个调查结果是如何在意义上与其他结果相关联的。对于每一个桶或者主题，参与者被要求用一个陈述句来概括他们放在同一个桶里的想法。同样，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都必须是完整的，不可以只是一些标签。把这些句子进行组合就可以得到主线，再对这些句子进行概括就可以得到统领思想了。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这是本书一名作者参与的咨询案例。巅峰水业（Summit Water）3是一家公共事业公司，其在亚洲某个国家的首都负责运作供水和公共卫生系统。该公司正在考虑与初创公司畅意庐（Cosyloo）合作，因为畅意庐有一项针对城市贫困家庭的获奖发明。4

在这个案例中，金字塔底部的公共卫生问题是一个骇人的挑战：全球有24亿人享受不到公共卫生服务。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健康和污染问题，在拥挤的大都市尤其如此。畅意庐公司的产品是一款可独立运行的便携式马桶，它可以安装在房屋里，每周清理一回。这个产品对城市贫民窟里的居民十分实用，因为他们无法将废物排放到公共下水道，住宅附近也没有化粪池。畅意庐主要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已申请专利的阀门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解决其他便携式马桶都存在的气味和回溅问题。此外，畅意庐的技术使其产品不需要很多的配件，大大减轻了马桶的重量，使得居民可以将废物拿到常规的水处理中心进行处理。

巅峰水业的战略发展部副总裁马上对此项目产生了兴趣。由于当地政府催促他们为设施不完善的区域提供卫生服务，公司正苦苦寻求着类似的解决方案。这位副总裁倾向于全面推广这项新服务，但他知道执行委员会里的其他委员还有所顾虑。为此，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小团队来对项目的经济效益前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可行性测试表明，畅意庐的产品在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参与测试的家庭都对该产品进行了正面的评价。

2．推广这项新服务的理想地点是拉古纳湾（Laguna Bay），这是城郊一个没有下水道网络的区域。拉古纳湾90%的家庭拥有化粪池，剩余10%的家庭则没有卫生设施，因此他们是便携式马桶的潜在用户。

3．这些目标家庭里大多数都没有自来水，这意味着他们还不是巅峰水业的客户。

4．巅峰水业的使命是在未来5年内使城市的自来水覆盖率达到99%，捆绑自来水供水和卫生服务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

5．公司计划对拉古纳湾的居民加收20%的水费，用以提供卫生服务，无论他们决定使用化粪池还是便携式马桶都将如此。这相当于平均每月对每个家庭加收两元，这被认为是低收入家庭愿意为卫生付费的最高额度。

6．然而，这一关于支付意愿的猜想还缺乏经验性证据的支撑。

7．加收20%的水费不足以弥补便携式马桶的成本，但可以在化粪池服务上获得较高的利润。便携式马桶必须每周清理一次，而化粪池每5年清理一次就可以了。财务分析表明，达到收支平衡的比例是7：1，即公司每为一个家庭提供便携式马桶，至少需要再为七个家庭提供化粪池服务才能收回成本。

8．上述定价与交叉补贴收费计划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

9．雇用、管理废物回收团队会是随之而来的新挑战。这与供水或传统的卫生服务非常不一样，是一个偏重劳动力的业务。在拥挤的贫民窟，即使是最小型的车辆也无法抵达每一个家庭。因此，工作中最累的部分需要由废物搬运工用人力完成。巅峰水业计划将这一业务外包给当地的社区组织。

10．关于化粪池服务，当前市场上存在采用便宜却不卫生的方式清理化粪池的服务提供者，公司需要使他们退出市场。

在看完这一系列调查结果后，你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大概是：“所以呢？”包括战略咨询师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决策者每天都要问好几遍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能从这些调查结果中得到什么结论呢？我们可以形成什么样的建议？问题所有者最终需要做什么？对调查结果进行重写、重组和总结是有用的做法，但是还不够。我们必须超越这些结果本身来形成一个良好的建议。巅峰水业的调查结果表明，全面推广新的便携式马桶可能风险太大了。但拒绝这次合作又会迫使公司放弃一个本来可以帮助公司实现其使命的机会。所以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构思自己的故事线了。

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基本的结果归类成主线，来自下而上地建造金字塔。有点棘手的是，这些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一组结果是支持与畅意庐达成交易的，认为交易既有可行性，又与巅峰水业的使命相契合。

●　达成交易可以填补巅峰水业公司在业务上的空白（结果2-4）。

●　畅意庐的解决方案在技术和商业上都是可行的（结果1）。

●　交叉补贴收费方式决定了这项计划在财务上是可行的（结果5和结果7）。

另一组结果则是反对这次交易的，因为公司会面临多方面的不确定性，由此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　收费计划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结果8）。

●　关于价格的预期可能是错误的（结果6）。

●　项目运作和同行竞争的问题仍有待解决（结果9和结果10）。

在这里，我们正在打造的金字塔有两个支柱，它们之间相互矛盾。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问题解决团队进行讨论时会发生的对话：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听起来我们得出的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方案。‘实施计划吧，有好处的’，但是‘又不能太全力以赴，因为你可能会损失信誉和金钱’。但这个建议明显不太有用。我们必须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直接指向行动的建议！”

“如果巅峰水业放弃这一计划会如何？”

“不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他们只是会错过一个不太常规但是很有意思的机会，也可能会有其他公司后来居上。说实话，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话又说回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创新领域，目前还没什么有力的竞争对手。”

“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实施这个计划？如果实施的话，巅峰水业要如何执行？我们应该让它尽可能有利可图，对吗？”

“没错。不过既然你提到了这一点……基于结果2和结果7，若想尽可能盈利，巅峰水业应该尽快大力推广化粪池服务，对便携式马桶的推广则应越慢越好。”

“所以呢？”

“呃，假设政府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收费计划，我们可以先小规模地推广便携式马桶，比如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但是要在确保有足够数量的客户使用化粪池服务之后。”

“那是多少客户？”

“根据结果7，我们至少要保证7：1的比例，保险起见需要保证9：1的比例，正好拉古纳湾现在配备化粪池的家庭数量占比为90%。”

“朋友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得出核心观点了。我来试试组织一下语言，‘巅峰水业向当地政府申请先在拉古纳湾对便携式马桶项目（包括相应的收费计划）进行试验，当然要在确保有9倍数量的家庭使用化粪池服务之后’。”

“这听起来也太啰唆了……”

“我们当然需要润色一下措辞，但大概意思听起来还不错嘛！”

这是一个简化的例子，它大概描述了如何对研究结果进行提问，从而自下而上地提炼出核心观点。再强调一遍，仅仅进行概括是不够的。你必须对研究结果进行整合，通过不断地追问“所以呢”来整合结果之间的矛盾之处。这么做之后，你就可以找到新的方式来对结果进行归类，使它们在更高层的地方和谐统一，这对于提炼核心观点是很有必要的。

要么归类，要么论述

巅峰水业案例中的故事线会是什么样的呢？根据之前的讨论，它大概会像下面这样。

我们建议，将畅意庐的推广限制在包括目标用户的小型社区里，并保证每为一个家庭提供便携式马桶则需要同时为九个家庭提供化粪池服务。这一建议是基于下述原因提出的。

1．畅意庐提出的计划与公司的战略目标相契合：

（1）达成交易可以填补公司业务战略的空白。

（2）该方案在技术与商业上都是可行的。

（3）采用与化粪池服务交叉补贴的收费方式决定了这个方案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2．但是，我们必须克服以下四个困难：

（1）收费方案需要获得政府批准。

（2）确认加收20%的服务费的方案是否合理。

（3）解决便携式马桶和化粪池清理的具体实施细节和同行竞争的问题。

（4）为足够多的化粪池用户提供服务以补贴便携式马桶服务（推荐比例为9：1）。

因此，我们建议向政府提交申请，允许巅峰水业小规模试验、改良便携式马桶服务并同时提供化粪池服务，使采用化粪池服务的用户和便携式马桶的用户数量的比例为9：1。

这份报告的结构与我们在野马航空公司的案例中采用的结构有很大不同。我们在野马航空公司的故事中使用的是“归类”（grouping）模式，而在巅峰水业案例中使用的是“论述”（argument）模式5，二者的区别如下。

在归类模式中，主线中的论点是同属于一类的，它们共同支持着核心观点，或都是对核心观点的细节描绘。例如，在野马航空公司的案例中，两个主要论点——订购数量和机队多样化，都共同指向放弃采购空客A320neo的计划。调换论点的顺序并不会影响报告的逻辑，我们只是选择把重要的论点放在前面，以使观点的传达更有效率。如前文所提到的，主线论点和金字塔每一个支柱中的子论点都必须符合MECE原则。

如果一个解决方案有多个平行的理由共同支持，归类模式的故事线就是最好的选择。归类模式还适用于牵涉过程描述或者要采取一系列行动的方案，例如：

公司一共可以削减开支5 000万元。

1．采购方面可以通过下述方式削减2 500万元：

a．方式1（1 000万元）

b．方式2（700万元）

c．……

2．总部开支可以减少2 000万元：

a．途径1（800万）

b．……

3．其他地方可以削减500万元：

a．……

b．……

关于主线以及金字塔较低层级中的论点的排序，我们建议从最重要的条目开始。在削减开支这一例子中，按照削减金额从大到小排列就比较合理。如果条目之间没有重要性或额度大小的区别，条目的顺序也必须做到看起来合理。如果归类的论点反映的是要遵循的过程，过程中的步骤就应该按操作顺序排序。许多演示汇报之所以显得笨拙，就是因为它们忽略了这一基本规则。

还有另一个建议：采用归类模式时，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层级上的论点都要满足MECE问题拆分原则。如果你的论点之间有重叠，听众就会去想，到底是你的思路不够清晰还是你故意把一件事情说两遍来显得更有说服力。不过，到目前为止，MECE问题拆分原则最具挑战性的还是完全穷尽这一要求：在罗列一系列原因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保，罗列的这些原因足够对统领思想提供支撑。它对于建构故事线同样适用，却很容易被忽视。使用归类模式时，我们需要主动去问自己：“如果听众赞同主线中的所有论点，有没有可能还是不赞同统领思想呢？”只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的时候，你才能确定你的归类确实满足了MECE问题拆分原则。在从三个渠道削减开支的例子中，只需要确认所有的数字加起来等于5 000万元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问自己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逻辑中的漏洞。

尽管归类模式是建构故事线时最经常使用的方式，但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的做法：论述模式，正如有关畅意庐的故事线中所使用的那样。论述模式中，主线是从前提到结论的一系列推理过程。核心观点是从一连串的论点中得出的，其中的每一个新论点都与它的前一个论点存在逻辑上的联系。论述模式的逻辑是线性的，而在归类模式中，论点虽然都与核心观点相关，但论点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建构一个论述最为方便而通用的做法，是采用“情境-难题-（问题）-解决方案”［Situation-Complication-（question）-Resolution，简称SCR］的方式设计主线。这也是我们在巅峰水业的案例中使用的方式。这样一个论述是以下述形式组织的。

1．开场，描述即将要讨论的问题的情境。在这个例子中，情境是畅意庐提出的计划与公司的战略目标相契合。

2．解释为什么事情比预期的更加复杂——为什么你不可以马上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在这个例子中，难题是……但是，我们必须克服以下四个困难。

3．对初始的问题以及提到的难题进行重新组织。如果从文中可以很容易就推断出问题是什么，这一步骤可以省略。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说：那么要如何降低畅意庐的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呢？

4．用解决方案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这一解决方案就是核心信息。在这个例子中，解决方案就是向政府提交申请，允许巅峰水业小规模试验、改良便携式马桶服务并同时提供化粪池服务，使采用化粪池服务的用户和便携式马桶的用户数量的比例为9：1。

你可能已经发现，巅峰水业的例子中，情境和难题部分分别是由用归类方法得到的两组子论点支撑的：情境的子论点是支持与畅意庐达成交易的三个原因，难题的子论点则是执行过程中会遇到的四个困难。实际操作中，在金字塔的每一个支柱或者每一个层级上都可以选择是采用论述还是归类模式。一个归类模式的主线下可以是用另一个归类模式得到的子论点，正如野马航空公司的例子一样；但子层级也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论述模式的子论点。然而，在论述模式的下一层再次使用论述模式构成子论点就过于繁杂了：使听众置身于一层套一层的论述迷宫中，听众很容易就会晕头转向。

归类还是论述

归类模式和论述模式有着各自的拥趸。那些更习惯归类模式的人可能认为论述模式很不自然、过于刻意。相反，更喜欢论述模式的人则可能觉得归类模式十分生硬，品读起来有点笨拙。

两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且不同的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情况。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表达者，两种模式都需要掌握。图9-3对这两种模式以及它们各自的优缺点进行了总结。


[image: ]
图9-3　故事线的两种模式



归类模式可谓是建构故事线领域的老黄牛。它很可靠，如果听众不同意你报告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可能还是会同意你的统领思想（如果那个说服力不够的论点没有让他们质疑你的可信度的话）。此外，归类模式用起来也不难：一旦我们脑海中有了成型的统领思想，再列举一系列原因（为什么）、方式或步骤（怎么办）就很简单了。

归类模式最大的弱点不在于其逻辑性（前提是故事线被正确地建构了），而在于其表达不够优雅。以野马航空公司为例，但这次我们转变一下视角。假设你不再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是被要求去调查问题和给出建议的年轻主管（不要认为自己被贬职了，你只是从经营一家公司的压力中解脱了出来）。

你的新角色决定了你需要向首席执行官推销你的方案，对此，你归纳出了两个主要理由（归类模式）。设想首席执行官一开始是倾向于接受批量购买空客A320neo这一提议的，并且你有理由相信他现在依然认为这是个不错的计划。兴许这一提议是首席执行官和空客的首席执行官在巴黎航空展期间一次愉快的私人会面中说起的，前者很看好这个潜在的交易。知道这一信息之后，你还会决定用这么生硬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建议吗？可能不会。向首席执行官列举一系列理由说明为什么他的计划并不妥当，而完全没有承认该计划也有其可取之处，这样做确实可以直击要害，但可能不够柔和。面对最初并不同意你观点的听众，使用归类模式很可能会被认为太过唐突甚至无礼。

论述模式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技巧性的问题。作为论述里的第一个支柱情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是：你仔细分析了空客公司的提议，该提议确实有很多优点。这一情境可以被一系列（或一组）理由所支撑，包括空客A320neo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优势，以及空客公司给予的相应优惠。这样一个情境表明了当前讨论发生的理由——承认该计划并不是一个“无脑”的提议，而是一个莫衷一是的决策难题。在确立了这一点且你的听众对此表示同意之后，你就可以继续说难题了：“批量采购5架A320neo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

同样，难题也可以由一组理由支撑，就是那些你在归类模式版本的故事中列举的理由：财务上的原因（批量购买风险太大）和技术上的原因（机型多样化会削弱成本优势）。此时，你刚刚制造的冲突亟须一个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建议公司延续当前逐架采购波音737的做法。”

正如这个例子所展示的，论述模式可以做到更加精妙圆滑。然而，这恰恰也是论述模式隐含的风险所在：如果听众对情境或者难题本身表示异议，整个推理的逻辑链条就断了。在论述模式中，每个论点都是通往统领思想不可或缺的一环。

归类模式更适用于简单的问题，或者听众大致接受你的解决方案的情境，他们只是想进一步了解方案的细节或者具体实施计划。论述模式则更适用于听众一开始持相反意见，或者对你列举的一些事实性条件本身就不太理解的复杂情况。当推理过程丰富而复杂的时候，应当更多地使用论述模式。

你可能会问，反正故事线都是以统领思想开头的，论述模式怎么就更委婉、精妙了呢？诚然，如果你报告的开头是“我们建议野马航空公司放弃采购空客A320neo的计划，延续当前逐架购买波音737的做法”，你很可能会触发听众的抵触情绪，而你是为了避免这一情绪才采用论述模式的。对于归类模式来说，把统领思想作为开头来说就很自然，但对于论述模式就略显笨拙了，因为核心观点是作为解决情境和难题中的冲突出场的，在介绍情境和难题本身之前就把它说出来确实很奇怪。

一个解决方法是，不要再像我们在本章开头所建议的那样，简单、利落地表述出核心观点。相反，你需要把整个论述过程都概括在统领思想中。以野马航空公司为例，故事线的第一段可以这样写：

我们仔细分析了购买5架空客A320neo的提议，认为该提议确实有其可取之处，尤其是空客A320neo在技术和燃油效率上具有很大优势。然而，批量购买5架空客A320neo会提高公司财务上的风险与运转净成本。因此，我们建议还是延续当前逐架采购波音737的做法。

在巅峰水业的案例中，报告开头可以这样写：

我们对巅峰水业与畅意庐合作推广便携式马桶这一方案进行了调查。我们认为，该计划与巅峰水业的战略目标相契合，也具备可行性。然而，它会带来较大的法律、财务和运作上的困难。因此，我们建议先在目标社区内小范围地推广畅意庐的产品，并保证使用化粪池的用户的数量和使用便携式马桶的用户数量的比例为9：1。

报告的剩余部分就是对细节展开论述。由于读者现在已预期会听到一个平衡而微妙的详细建议，而不再指望听到一系列一致的理由，报告的剩余部分就变得简单一些了。



推销解决方案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听众单纯认可你的解决方案，而是要触发他们的行动。你的报告要传达的是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而不仅是对问题的分析和评估。如果你能一直记住这一点，我们在这一章里提供的指引应能对你有所帮助。

这些指引对所有的演示汇报、摘要、详细报告、幻灯片页面或其他用来传达信息的任意形式的材料都很重要。经验告诉我们，不管以什么形式给出建议，对核心观点和故事线的打造永远是商业表达上最大的挑战。诚然，媒介的选择、幻灯片的质量、表达的风格、报告者的语言表达能力等因素都会起到重要作用。也有一些最优秀的报告者，他们自称“讲故事的人”，不愿意只是干巴巴地报告一个结构清晰、逻辑顺畅的商业建议，他们对故事和逸事信手拈来，能够带动听众的情感，使听众沉浸其中、记忆深刻。但实际上，大多数商业汇报失败的原因都不是缺乏这些修饰的技巧，而是一些更基础的原因。即使是最出色的演讲者运用最精妙的表达技巧，也需要做到观点清晰和论证有力。在下一章，我们会讨论如何对观点进行表达。


小结

1．用“金字塔原理”来推销解决方案：统领思想先行，主线论点紧随其后。

2．统领思想：简明扼要（理想情况是用一句话概括你的建议）；奠定整体基调；触发主线论点将会回答的疑问。

3．主线，即故事线的结构。

〇　如果采用以假设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方法，则根据假设金字塔建构。

〇　否则，可以将调查结果划分成不同类别，自下而上地建构金字塔。

4．故事线建构有两种模式：归类模式和论述模式。

5．归类模式：所有主线论点都是对统领思想的支撑或细节描绘。

6．论述模式：主线论点按逻辑顺序组织——每一论点都与前一个论点相

关联，最后一个论点指向结论。

7．典型的论述模式是SCR：

〇　畅意庐SCR：

[image: ]　和畅意庐合作与巅峰水业的战略目标相契合。

[image: ]　但合作会带来显著的法律、财务、运作和技术方面的困难。

[image: ]　因此，我们建议先小范围推广畅意庐的产品。

8．可以用归类模式进行较容易的推销，用论述模式来对付更难的情况。

〇　若听众已大体上赞同你的建议，主要是想听取具体的原因或者实操的步骤，归类模式更适合。

〇　若归类模式显得太过生硬，或者听众的倾向比较复杂，需要你娓娓道来，论述模式更适合。


第10章
解决方案推销：高质量的报告幻灯片

在建构出令人信服的核心观点和金字塔结构的故事线之后，你就知道自己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了。现在，是时候把你的故事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文档或者可视化的报告上，并用它们向问题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推销你的解决方案了。

每当我们教授问题解决4S法的MBA课程到达此阶段时，学生们都会肉眼可见地松一口气，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可以一展所长，使用软件设计包含各种图表的华丽幻灯片了。相比于建构问题树、倒腾数据、纠结是采用归类模式还是论述模式等，他们认为设计幻灯片要更容易也有趣得多。他们从职业生涯中学到的最重要东西，似乎是作报告时对照着投影到屏幕上的幻灯片才是合理的。讽刺的是，听众对这一方式厌烦至极。

这就是幻灯片的诅咒：我们讨厌参加运用幻灯片的展示汇报，但当作为报告人在会议室中进行汇报时，如果没有幻灯片，我们就像没穿衣服一样不知所措。尽管大家都对幻灯片嗤之以鼻，在大多数商业情境下，我们仍然默认要使用幻灯片来进行汇报。

坦诚地说，我们无法告诉你，推销解决方案时如何摆脱幻灯片，同时仍会感到安全和舒适，对于所有人来说那可能太难了。我们会做的，是向你解释如何设计出结构分明、深入浅出、说服力强的报告，而不会让你的听众昏昏欲睡。我们先要告诉你的是，当你向听众揭示解决方案时，如何避免让你的“哇”高光时刻变成“哎呀”一片的尴尬。

保持沟通

在准备向问题所有者推销你的解决方案之前，你应该已经与他进行过多次会面了，毕竟他委托了你来解决问题。在极少情况下，有的领导会交给你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一个月之后带着解决方案来找他。这正是一个你应该努力避免的陷阱。

你关于建议的最终演示报告（如果有的话）不应该是一次大揭秘。你在准备过程中不应该隐瞒信息、制造悬念，只为了在最后一次会议中给大家一个惊喜。相反，你的最终报告应该是与问题所有者或利益相关者持续保持沟通的结果。你应该在前期就让他们知道大致的情况，这样一来，你的报告内容，包括你的建议本身，对他们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事情。除了避免让听众感到意外，这也可以帮助你免于被听众当场的怀疑态度甚至敌意所吓倒。

为了减少意外，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应时不时与问题所有者安排会面，进行中期沟通。中期沟通可以帮助你向问题所有者更新进展，并从他们那里获得反馈。这有三个重大作用。第一，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向问题所有者确认你理解和定义问题的方式是正确的，因为你的理解可能会随时间变化。第二，每次交谈都是一个可以与问题所有者分享最新发现和获得相应反馈的机会。这既可以让你听到此前没有预料到的反对意见，也可以让你的听众为那些需要时间来消化的信息做好心理准备。第三，你还可以借机观察问题所有者对你正在设计的幻灯片的反应，以决定要不要把它们放入最终的报告和展示中。

中期沟通可以采用各种形式，包括正式的会议、电话沟通、短信或者邮件等，这取决于你和问题所有者的关系、问题的复杂程度以及时间限制等因素。

当问题所有者不止一个，或者他希望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参与最后的会议时，中期沟通尤其必要。这种情况下，前面的预备会议可以让相关人员（个人或者团体）理解你的看法、事先提出异议或建议，使你有时间改进故事线，甚至是更换最终建议。这通常被称为为最终会议“预先布线”（prewiring）。

理想情况下，当你踏入最终会议会议室的那一刻，没有人会对你的分析和列举的事实感到意外或者表示反对。这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同意你说的一切。最终会议通常是不同参与者为自己对情况的不同理解进行辩护或者提出新建议的时候。但即使存在不同意见，他们也应该对一些基本的事实存在共识，并认可你此前所做的工作。做好充足的准备，大家就能在最终会议中友好、善意地畅所欲言。如果“预先布线”不够充分，你就可能会面临成堆预料不到的反对意见，甚至成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替罪羊。

提防幻灯片诅咒

早在各种软件出现之前，管理咨询师就发明了用幻灯片来做汇报的方法。伊桑·拉塞尔（Ethan Rasiel）在其《麦肯锡方法》（The McKinsey Way）一书中描述了他1989年刚刚加入麦肯锡时公司为员工配备的工具：“一盒自动铅笔，一个橡皮擦，一个带有圆形、长方形、三角形、箭头等很多形状的塑料模版尺。”他需要借助这些工具来手动画幻灯片。1本书作者之一奥利维尔在同一年加入了麦肯锡在巴黎的分公司，他同样保存着一把一模一样的尺子，尽管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用了。

由于幻灯片制作困难且费时费力，当时只有配备设计师团队的咨询师才会去使用它，而且只会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用图表来说话曾是管理咨询师的标志。

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类软件的广泛使用使一切都改变了。突然之间，制作幻灯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变得轻车熟路。当下，几乎每台个人电脑里都安装了各种演示软件，人们每年都会生产出铺天盖地的幻灯片页面。商务人士沉溺于使用华丽视觉工具的不断加码的浪潮中，给出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演示报告。

幻灯片确实是表达观点的一个很高效的途径，前提是，你要先有观点。但是，幻灯片使用频率激增背后的基本问题是，很多报告者似乎把方法和目的搞混了。他们不再是用幻灯片来从视觉上辅助展示一个观点，而是先把一连串相互间没什么关系的信息用华而不实的幻灯片罗列出来，再去想这些事实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真的会去想的话）。那些对自己的核心观点并不明确的人，他们制作的幻灯片就像唱歌却忘记了歌词一样：它大概提示着听众一些东西，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你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建构完整的故事线之前先去准备幻灯片。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提到的，你首先要做的，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将它们一层一层地组织起来。

创建一个有效的、模块化的报告

你的报告通常有两个目的：一来是作为你口头汇报时的幻灯片页面，二来是形成一份纸质材料，帮助听众在会议前提前了解、会议中作为会议纪要以及会议后作为参考。因此，你在完成最终报告时应抱有清晰的目标。幻灯片可以从视觉上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清晰地传达出故事线中的核心论点，不能使用听众看不清的字体字号。然而，这样的幻灯片作为分发的纸质材料是不够的，没有语言详述的时候它并不能让人很好地理解。作为分发材料，你会希望你的报告能做到不言自明——但如果你把这份报告直接投影到屏幕上，演讲就会变得无趣和死板。

很多演说家和教练都提倡的做法是准备两份文档：一份是用于展示汇报的幻灯片，一份是用作阅读材料的完整报告。但是，这一做法有些费时费力，甚至可能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如果问题所有者对你的展示汇报满意的话，他们基本不会再去一页一页地读你的完整报告。除非展示和报告是为了高规格的场合准备的，否则很少有人会真的这么做。

我们还是得从现实出发，努力维持简洁和精细之间的平衡。就像所有的妥协一样，这样做肯定是存在缺点的，但经验表明，缺点在可控范围之内。这里的指导原则是，建构一个反映你的故事线的模块化文档。你可以使用整份文档来详尽地阐述你的故事线，然后选择其中一些页面以供展示或讨论之用。由于这份文档既可以当作纸质报告也可以用于演示汇报，我们之后就可以把纸质材料和幻灯片当作一回事了。

如图10-1所示，故事线中必须给出报告的总体结构。统领思想及支持它的主线，可以构成执行摘要页；每条主线的论点及支持它们的信息，可以构成报告的一个部分；故事线中的每一条基本信息，可以构成演示报告或幻灯片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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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从故事线到幻灯片页面



遵循这一原则，你的报告将包括四种类型的页面。

第一，包含统领思想和主线的执行摘要页。每一条主线都指向报告的一个部分，相当于报告的目录。图10-2和图10-3为野马航空公司和巅峰水业案例中执行摘要页的示例，从中可以看出，故事线一旦确定了之后，报告首页的设计就很容易了，毕竟核心思想及其主要支持性论点在构思故事线时就已经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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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野马航空公司报告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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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巅峰水业报告首页



第二，一个主线论点对应一个故事线页。这一类型的页面出现在每一部分的开始，用以介绍该部分的内容并引出随后介绍基本信息的页面。图10-4和图10-5是巅峰水业的前两个故事线页。如果你的报告非常简短，只有一个部分，那么在执行摘要页后就可以不设置故事线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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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巅峰水业报告的第一个故事线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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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巅峰水业报告的第二个故事线页



第三，一条基本信息对应一个内容页。这些页面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会使用图表来展示相关的事实、分析和解释等。每一页只能承载一个基本信息，这一基本信息就是这一内容页的标题。故事线中有多少条基本信息，报告中就应该有多少个内容页。法则很简单：每个页面对应一条信息，每条信息对应一个页面。以我们在第9章建构的Librinova公司的故事线为例，图9-2中金字塔的最底层共有11个矩形，对应着11条基本信息，那么制作相应的幻灯片时就应该有11个内容页。

这一法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有的时候，你可能希望在一个页面中呈现一个包含两条信息的论点，或者使用两个页面来分别讲述一个论点的两个证据。但是总的来说，至少有80%的情况应该遵循一一对应的法则。

第四，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的补充页。你可能希望在报告中加入额外的信息，比如工作记录、补充证据、未来调查可能用到的信息来源。这些材料对于你的故事线而言不是必需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到作为附录的补充页中。

总的来说，执行摘要页和故事线页要以模块化的形式完整再现你的故事线。它们是报告的骨干，可以帮助那些没有听取你汇报的人也能读懂你的报告。模块化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在演示汇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对故事线的一部分进行讲述，而不讲述剩余的部分，我们在本章的后面还会继续讲到这一点。

制作报告的内容页

报告中的大多数页面都会是内容页，主要展示你的分析结果，可以对主线论点进行支撑。图10-6是一个基于第9章野马航空公司的案例的内容页样例。这一页的内容是用于证明故事线中采购波音737比空客A320neo更好的论点，因为购买空客A320neo带来的成本上升超出了它可以带来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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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野马航空公司报告的内容页



图10-6中的幻灯片页面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1．执行标题：“空客A320neo的投资回收期相对于波音737来说要更长。”

2．追踪器：指出当前讲的是故事线的哪一部分，本例中为左上角的“2a”。

3．内容：阐述分析结果本身的部分。

执行标题用于简明扼要的地点信息。执行标题应与杂志文章的标题类似，而不要像在目录中一样。例如，“转而采购空客A320neo的投资回收期”这一标题虽然简洁，但没有传达出具体的信息。执行标题应该是一个含有谓语的完整句子，以表达出完整的论点。

每一个内容页的执行标题应与故事线中相应的信息相吻合（但可以写得更简略一些）。有一个很好的检查方法，就是从头到尾把所有页面的执行标题大声朗读出来，而不要去看页面本身的内容。如果你所听到的与故事线是相一致的，那么你的方向就没有错。

追踪器用于显示当前页面在整个报告中的位置，帮助听众对报告有一个整体把握。图10-6中，追踪器“2a”对应先前故事线页中的序号。你也可以使用视觉追踪器，比如用一组箭头代表报告的不同部分，并将当前所在部分凸出显示出来。你还可以用关键词或者短语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追踪器。例如，在野马航空公司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在第二部分的所有页面顶端都写上“空客A320neo Vs. 波音737”。

内容是内容页的核心部分。图10-6主要是通过计算财务模型中的投资回收期来证明执行标题中的信息的。2该图聚焦于财务分析的结果，而不是具体的计算过程或者财务模型的细节。

在信息传达的效率上，图比一长串文字或者表格中的数据要好太多，可谓一图胜过千言万语。在我们的例子中，采购空客A320neo带来的成本增加用柱状图呈现就比用表格更易于理解。

有人并不认可图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图隐藏了背后的数字模型，让大家没有方法对前提和计算过程进行讨论。他们提倡呈现计算过程的细节，以使听众通过看幻灯片就能明白报告者是如何得出结论的。这倒也不无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报告者都能做到即使不对假设和计算过程加以解释也能被相信和接受的。如果问题所有者信任你所做的分析，他大概并不想知道所有的操作细节，你需要找到其中的平衡地带。

有一个方法是在内容页上呈现图片，而把细节放在补充页中，如果有人问到相关内容再进行展示。但如果你的推理过程是基于听众不知道的、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假设，这一方法就不适用了。还有一个方法是在这一内容页之前插入一个新页面，用来讲述或证明你的关键假设。这就是一个你需要打破“每一个页面对应一条信息”这一法则的情况。在前面这一页，你的标题可以是“为了计算投资回收期，我们建立了包含四个关键假设的财务模型”，后面那页的标题可以是“基于这些假设，我们发现……”

你不需要在所有的内容页中都使用定量的图。大多数内容页呈现的是事实性信息，但不是所有的事实都是数字形式且可以被展现在图中的。例如，对于服务质量这一指标，引用客户在受访时说的话可能比任何形式的数字都更直观一些。品牌折扣店的分布地图、竞争对手的产品的照片、两个供应商提议的并列对比、组织结构图等，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实，但不是定量的图。呈现非数字形式但与论点相关的事实，比呈现不相关的数字要好得多。

少数情况下，你的内容页可以不用展示事实，而只展示概念图，它可以让听众对概念有直观的把握。如果对于一个方案的定性分析表明，该方案带来的收益要超过其缺点，你就可以使用一个天平图加以示意。与定量图一样，概念图也需要做到切题且简洁。

在下一章呈现的案例研究中，你还可以找到关于定量图、概念图、文字描述等页面的例子。

由于图片是推荐报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将进一步讲述如何设计出更优质的图，但也只是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更多内容，可参阅基恩·泽拉兹尼（Gene Zelazny）《用图表说话》（Say It with Charts）一书。3

定量图切题且简洁

那些总结数据或呈现计算结果的定量图，在商业报告中如同老黄牛一样，很容易赢得人们的信赖。很多商业领袖都相信决策应该有数据或定量分析作为支撑。例如，人们采取投资或者其他商业动作之前都需要一个商业案例，其中要包含详细的财务分析，如果分析证明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商业机遇，那么该动作对公司来说就是合理的。为了让方案获得批准，只有数据分析是不够的，但你不能没有数据分析。

数据的一个优势是，它们所代表的数量很容易用来进行比较，百分比、排名、随时间改变而发生的变化趋势等也很容易用图来展示。你只要把数字输入表格里，Excel就可以生成可视化的图，使数量大小、比例、趋势、相关性等数量关系跃然纸上。

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的关键是你要知道自己想呈现的是什么。你希望数据描述的是哪种分析过程呢？是数量（如销售额）随时间的变化？还是两个数量（如本公司产品的销量和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的销量）之间的大小比较？抑或是不同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对销售额的贡献？一个数据表格可以同时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但要画一幅图，你就需要选择看问题的角度，即你希望数据呈现的特定分析结果。图10-7呈现了六种常见的定量分析和九种相应结果的展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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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定量分析结果图表模版



时间序列　一个被经常性进行可视化分析的是变量（如销量或利润）随时间的变化。你会希望用图呈现出销量的上涨、下降或者波动。统计学家称这样的数据为时间序列。通常来说，我们会用折线图或柱状图来表示时间序列数据，时间的进程从左到右依次递增。例如，图10-8中的柱状图显示了连续七年的销售额变化，而图10-6中右边的折线图则对两组成本数据（一组是空客A320neo的，另一组是波音737的）进行了比较。折线图通常代表连续的趋势，柱状图对应的相应变量（如销量）通常是定期（如每年）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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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时间序列的柱状图



拆分　另一个经常需要用到可视化分析的场景是对整体的各个部分进行比较。典型的做法是使用饼状图来描绘一个变量在不同类别下的拆分（以百分比或实际数值的形式），如在不同国家的销量（见图10-9）。这是一种静态的呈现。如果你想展示的是销量的不同部分随时间的变化，用多个饼状图来比较就显得有点笨拙也较难理解。此时，堆叠柱状图更加适用。在这里，你大概希望用百分比来表示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本身，因为总量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比较不够直接。你可以把一年中不同国家的销量百分比制作成柱状图中的一个柱子，然后用不同的颜色或模式来表示不同国家的数据，并将每一年的数据都按这样的方式做成多个柱子。4通过对不同的柱子进行比较，人们就可以知道不同国家销量的拆分是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了，见图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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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9　饼状图与堆叠柱状图



瀑布图　你可能希望将一个总数值拆分成包括现金的流入和流出，或一个数字变化的正、负两方面的来源。传统的拆分图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瀑布图就很适合。例如，图10-10表示了公司一年的销售额变化是如何由新客户增长和老客户流失共同造成的。每一条目的数值都被加到了左边的柱子上，即每一个柱子的起始值对应的是前一个柱子的结束值。正性条目会使图形向上攀升，负性条目则使图形向下降落。瀑布图可以给予人们原始数字如何从左到右演变成最终数字的直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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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0　瀑布图



排序　你还可以将不同类别的数据按照一个维度进行排序。例如，你可以根据价格或质量对竞品进行排序。图10-11呈现了条形图如何反映公司各个业务线在利润方面的降序排序。对于排序来说，水平条形图比柱状图更好，因为条形图暗示着从上到下的层级关系，而柱状图通常意味着从左到右的变化关系。为了让这一层级关系更明显，人们通常会把表现最好的条目放在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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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1　条形图



频率分布　频率分布图适用于要进行比较的类别数量很多的情况。频率分布图也叫柱状图，其中每一个柱子的高度代表一个变量中相应类别出现的频率或者次数。例如，你可以使用频率分布图来展示公司员工的年龄或工资的分布情况。图10-12展示的是课程中成绩分别为A、B、C、D和F的学生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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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2　频率分布图



相关　你还可能希望对两个变量进行比较，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呈现出了预期的模式。例如，你可以根据销量和利润分别对业务线进行排序，并搞清楚更大的销量是否意味着更高的收益。配对条形图在这里十分适用：左边的条形图中的业务线根据销量进行降序排序，右边则标注了业务线的相应利润，两者平行排列（见图10-13）。配对条形图的倒金字塔形状表明：利润在随着销量的下降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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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3　展现排序相关性的配对条形图



更传统的表示相关关系的方式是散点图，其中每一个研究对象在图中对应一个点，相互垂直的横轴和纵轴则代表分析的两个维度（如销量和利润）。如果图中的点大致都在图的对角线附近，则表明研究对象在分析的两个维度上存在相关关系，其中对角线代表绝对的相关。一个著名的例子出自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学习曲线（见图10-14）。学习曲线理论认为，公司的生产成本随累计生产数量下降的百分比是一个常数，因此累计生产数量的对数与生产成本会呈现出负相关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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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4　可再生能源的单位价格与装载容量的相关关系



我们只列举了简单的数据分析和图例来说明如何选择适用于常用定量分析的最简单的图。但我们处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有的分析需要高阶的数据可视化技巧才能被理解。6对大多数商业报告来说，你必须进行可视化呈现的结果是相对简单的，刚才所列的9种基本图示可以满足你的大多数需求。偶尔你可能需要将两种模式的图组合在一起来说明你的论点：图10-6就对拆分和时间序列进行了组合。但一般来说，如果一张简单的图就可以说明问题，就不需要创造出一张复杂的图了。

与此类似，请忍住为视觉图表添加不必要装饰的冲动，比如颜色、动画、3D效果、透视效果、转场或其他花里胡哨的东西。让图表从视觉上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是一种误导。你的幻灯片不是用来催眠听众的，相反，它应该是展开一段富有成效的对话的基础。在每一个页面中，图服务于一个单一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组合起来，是为你的方案服务的。

谨慎地使用概念图

概念图的作用是对定性的原因或观点进行视觉化表达，如框架、结构、关系、过程等。它们可以将变量间非定量的联结（如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或时间关系）形象地呈现出来。你可以使用幻灯片的形状库来创建概念图。一个很受欢迎的例子是使用组织结构的概念图来表示组织中不同人或部门的层级关系。概念图还可应用于其他目的，例如，用来表示一个问题树或假设金字塔。它对于在解释细节的同时展现宏观的建构也很有用。例如，你可以使用流程图来表示一个行动计划，其中四个相连的箭头分别代表计划中的四个步骤，这样可以帮助听众在思考、接受每一步骤的同时对计划的整体有所把握。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小心谨慎地使用概念图。如果在一个应该使用定量图的地方使用了概念图，你的结论可能会被认为不够严谨，或者听众会认为你就是懒得花时间去收集必要的证据。如果你对于一个用简单文字就足以传达的信息使用了概念图，例如，用一个天平来表示努力保持价格与质量的平衡，报告看起来就可能很幼稚。听众所熟知的经典概念图，例如流程图或者组织结构图，在合适的时候使用效果是喜闻乐见的。而对新概念图的使用则应与对新造词的使用一样：偶然为之足矣。

我们在图10-15中列举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图，并根据变量之间对应的关系对这些概念图进行了归类。例如，流程图对应的是有时间关系或者因果关系的条目，而结构图则突出了条目间的静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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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5　概念图模板



更少的幻灯片页面

现在，你已经按照故事线的结构搭建起一份完整的报告了。你可以选择暂时把它抛诸脑后，也可以把它提前发送给你的听众。问题是，你可能在创建这份报告的同时爱上它，以至于你相信它们值得在汇报中被一一呈现，但这是不对的。

汇报时使用的幻灯片页面应该越少越好，这样可以为随后的讨论预留出更多的时间。聚焦于更少的信息有助于听众理解你的观点。幻灯片页面越少，你看起来就越权威和自信。如果你可以用30张幻灯片讲完你的故事，那就可以再试试用20张，而不是40张，听众一定会很高兴的。正如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所说：“完美之境，并非无以复加，而是无可删减。”

为什么大部分的报告者都会使用比他实际需要的更多的幻灯片页面呢？阴谋论者可能会说，因为咨询师需要让听众感觉值得。但很多公司内部的问题解决人员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觉得很有必要证明自己付出过的努力，而一份厚厚的报告可以更好地证明这一点。此外，知道自己有一大堆的幻灯片也可以让报告者感到安心一些。“听众可能不喜欢我所说的，但最起码我做足了工作！”带着寥寥几页幻灯片走进会场需要报告者拥有莫大的勇气：“听众会认真听我说话吗？如果他们问了我无法回答的问题该怎么办？”

我们之前提议的模块化结构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令人欣慰的出路——你只需从中选择20张你认为必须报告的幻灯片就可以了。一旦你确认了哪些内容是必须报告的，就可以把剩余的幻灯片放进备选页里。有了这些备选页，你就不会担忧如果有人问到你舍弃的细节问题该怎么办了。如果你还有时间（或者你担心你的页面设计对于投影到屏幕上的展示来说涉及过多的细节），你可以在精选出的20张幻灯片的基础上再创建一个简化版。在这次简化中，你可以对文字和细节进行删减，每一个页面都可以删减到只有标题和用以支撑该标题的图表。

这一模块化的方式使得有一部分的幻灯片只是为了提供视觉辅助用的。它们不负责讲述完整的故事，在汇报会议中，这一任务是由你来负责的。它们的用途是控制会议的走向。而且你不用担心剩余的信息会丢失，因为你会把完整的报告分发给大家，这样可以让没有参加会议的人也可以看到完整的会议内容。

现在，你已经确定了汇报的流程，建构好了报告的结构，也对内容进行了准备，但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踏入会议室的门口。你还需要花点时间来检查你的报告，包括清晰度、拼写、语法、计算结果以及报告的内在一致性等。检查过程中，你需要再次确认自己是否遵循了上文所说的所有指导原则。图10-16的核对清单总结了在进行重要汇报之前你应该核对的18个要点，花点时间去把它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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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6　报告核对清单



制作幻灯片不是报告的目的

尽管我们解释了如何把你兜售解决方案的故事线转化成幻灯片报告，但只有好的幻灯片仍不足以保证汇报本身的质量。幻灯片甚至不是必需的，就像马丁·路德·金并不需要用幻灯片去传达他的梦想，也不会有人使用幻灯片来求婚（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幻灯片对于汇报者来说只是一个拐杖——一个有助于提醒我们要说什么的提纲，它应该是根据会议的需要制作出来的。

很多专家主张，过度使用幻灯片对于有效的沟通是不利的，因为它会削弱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的深度。7他们认为，把一连串的逻辑推理拆分成一个个要点，以及把复杂的分析分解成一个个简单的图表，这样做可能导致表达出来的意思与原来的思路存在细微的差别，让不同结果的相对重要性被忽视，让观点之间的联系被过度简化甚至忽略，也不利于公开辩论的进行。美国将军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禁止在所有的战争通报会中使用幻灯片，并宣称幻灯片非常不利于在战略上做到高瞻远瞩，这类批评性的声音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那为什么不偶尔尝试一下打破常规，不再依赖幻灯片做刻板的报告，而试着去引出一场互动的讨论呢？你还可以更勇敢一些，干脆放弃使用幻灯片！

好吧，我们只是说一说。就像幻灯片不要超过20页这一目标一样，放弃使用幻灯片大概也只是一面鼓舞人心的旗帜，而不会真正被付诸实践。相对于完全不使用幻灯片这一激进的做法，我们有两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可以助你改变报告的基调，一是用故事来开场，二是让听众积极参与。

用故事来开场

你汇报的目的不是要去朗读幻灯片，而是和观众发起一段对话。否则你为什么不取消会议，直接给大家发送你的报告呢？发起会议十分必要：人们是通过讨论来学习的，而不仅仅是聆听和阅读。

用一个故事开头是开启一段对话的有效方式。你可以先陈述自己的核心观点，紧接着讲一个可以激发兴趣和引起互动的故事，生动具体地讲述你的主要观点。通常来说，相比于冰冷的计算和分析，人们对有血有肉的故事更感兴趣也更容易接受。8对于说服他人这一目标，契合主题的事例和比喻是对干巴巴的理性推理的绝妙补充。故事能抓取听众的注意力并引发回应，使会议进入对话模式。此时，你模块化的、有组织的幻灯片页面就可以更好地回答核心观点及相关故事在听众脑海中引发的疑问了。

假设你正在向野马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建议不要购买空客A320neo飞机，你可以讲一个关于两个航空公司的故事来开始你的汇报：一个航空公司因为短视的机队扩充策略破产了，另一个则因其低成本的商业模型欣欣向荣。

这个方法有一定风险。第一，你所讲故事必须是一个恰当的故事，不能太肤浅或编造感太强。每次在建议发布一个新产品的时候都讲述史蒂夫·乔布斯发布iPhone的故事会让人觉得你不太可靠。

第二，这一方法对一些决策者有效，但对其他决策者可能徒劳无益。有的人可能对于自己对事实、图表的高要求和严谨程度是引以为豪的，有的人可能喜欢战争故事，还有的人则可能希望在形成任何意见之前看到一张Excel表格。你必须搞清楚问题所有者更偏好哪种类型，并据此来调整你的方法。

第三，在你确定了你的观点之后而不是之前就去搜寻合适的故事。故事的作用是生动形象地阐述观点，而不应成为得出观点的基础。否则，你就会陷入无效沟通陷阱。

总的来说，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好的故事来让人们更好地投入你的汇报当中，你就可以发起一段成功的对话，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演讲。当然，还是可能会有人持相反的意见，但起码你最大化了他们聆听并参与其中的可能。如果你的听众参与到了这段对话当中，他们就更有可能记住并且同意你所说的内容。谁知道呢，或者在讲了一个切中要害、令人信服的故事之后，你压根儿就不需要那20张幻灯片了。

让听众积极参与

有些赫赫有名的商业领袖，比如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就禁止在其公司内使用幻灯片来作报告。每当亚马逊的执行人员有提案需要沟通时，他们会把自己的观点写进一份4～6页的材料中，这份材料在公司内被称为“叙事文”（narrative）。9会议的前20分钟，参会者会各自阅读这份叙事文。在随后的时间里，汇报者要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如果你如我们在本书中建议的那样，在制作幻灯片之前写好了故事线，写作这样一份叙事文就信手拈来了——只需要在故事线的基础上在必要的地方插入一些可视化的分析结果就可以了。写作一份简短的材料的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叙事文的结构会强调观点的连续性和深度，而不是把一些事实像自助餐中的菜肴一样简单地罗列出来。观众也有时间去理解你故事线的内容，进而对材料的逻辑和支持性证据展开讨论。

还有一种更激进的让听众积极参与的做法是，不告诉他们你的故事线，让他们先充分思考你收集的数据和进行的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有的咨询师会采用展览式的展示方法：把报告做成海报的形式，把海报张贴在会议室的墙上，请管理团队的成员随意走动来阅读海报。与会者可以提问、小范围地讨论或在便利贴上写出意见贴在海报上。随后，咨询师会组织一个全体与会者的讨论，请大家畅所欲言。

这种从证据中归纳观点的做法与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倡的截然相反：它允许观众从证据中建构自己的故事线，而不是由问题解决者来讲述。这一做法更适用于有经验的汇报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因为他们有能力抑制住从单一证据中盲目得出结论的本能冲动，可以做到从局部数据中抽离出来，纵观全局。



任何沟通的目的都是传达信息。任何推销解决方案的灵魂都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线。没有一个这样的故事线，再华丽的视觉呈现都徒劳无益，这也是我们坚持要在制作幻灯片之前建构故事线的原因。这看起来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建议，但从很多问题解决者设计幻灯片内容的方式来看，这一常识经常被忽视。

要让故事线具有说服力，它需要被易于理解、易于视觉化呈现的证据所支撑。在你完善了故事线，使其具有一个指向行动的核心观点和清晰的主线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你想呈现的结果并花时间去设计图表来展示它们。正如我们在第9章所言，故事线可以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建构，但最终报告的写作应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你用于打造故事线的时间和精力不会白费，在写作最终报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之前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在制作完整份报告后，你就可以认真选出你想用于汇报的页面，掌控会议的走向，奔向终极目标，也就是推销你的解决方案。

下一章，我们会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带领你体会问题解决4S法的完整应用。


小结

1．解决方案的推销远远不只是一个好的故事线加华丽的幻灯片那么简单。你必须引领与问题所有者之间的对话向你建构的方向发展。

2．避免大揭秘：在整个问题解决过程中，积极与问题所有者保持沟通，避免给大家造成意外。

3．根据“金字塔原理”，沿故事线制作报告。

〇　执行摘要=故事线总览，包括核心观点和报告的目录（执行摘要中的每一个条目对应后文的一个部分）。

〇　每一部分都以故事线页开始，指出该部分要讲述的内容。

〇　故事线页中的一个条目对应着这部分中的一个或多个内容页。每一内容页只呈现一条信息，并包含句子形式的执行标题。

〇　所有内容页的执行标题连接成文=你的故事线。

〇　其他所有可能需要的材料放置在补充页。

4．开会前根据报告的核对要点进行检查。

5．展示汇报时不要使用多于20张的幻灯片页面（包括文字页面和补充材料）。

6．使听众沉浸其中的方法：用故事来开场。


第三部分
4S法应用实践


第11章
4S法应用实践

现在，是时候对整个问题解决4S法进行实践了。本章中，我们会在一个真实的案例上应用这一方法，从问题陈述、问题树建构、解决方案确立、故事线提炼一直到撰写建议报告。出于保密的原因，我们使用的公司名、地名均为化名，也改动了时间和部分财务数据，但要解决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先从对该公司的简述及其面临的问题开始。

案例研究：袋鼠公司的机遇

樱桃控股（Cherry Holding）是一个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经营时尚服饰业务的家族公司。公司从现任负责人的曾祖父创办的小型服装制造作坊起家，他们从10年前开始采用了激进的内外扩张战略。樱桃控股因长于收购而闻名，它很善于识别小型的、私人持有的，且公司可以对其进行收购、改组，并与公司业务相契合的收购目标。该公司的收购策略依赖于其优秀的管理流程及不同部门的协同。

樱桃控股当前正考虑对一家名为袋鼠的公司进行收购，而袋鼠公司是西尔达维亚男士内衣市场的领头羊。樱桃控股的高管对袋鼠的业务线及其运营市场并不熟悉。由于时间紧迫，樱桃控股决定向我们寻求帮助，以评估收购袋鼠公司的可行性。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他们从袋鼠公司当前的负责人那里获得的材料。这份材料描述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下文为经我们改写后的相关材料。

袋鼠公司背景信息


袋鼠公司产品与品牌

袋鼠公司生产和销售两个品牌的男士内衣，分别为袋鼠品牌和鳄鱼品牌。公司自50年前创建起便专注于这一业务。2018年，男士内裤（包括平角内裤与三角内裤）为袋鼠公司贡献了74%的销售额和多达87%的利润。其余业务则包括男士内衣和少量男士睡衣。袋鼠品牌在百货商场和专业零售渠道表现优异，而鳄鱼品牌则主要通过大型销售渠道销售。总的来说，两个品牌占据了西尔达维亚16.1%的市场份额，而它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所占的市场份额为9.6%。同时，袋鼠公司14.6%的销售净额源自出口。

核心业务策略

袋鼠公司自20世纪60年代成立之后很快就成为西尔达维亚地区的佼佼者，并迅速进行了海外扩张。1992年，该公司发布了鳄鱼品牌来对当时西尔达维亚欣欣向荣的零售链进行渗透。这一举动十分成功：当时基础产品的大型销售渠道的销售模式快速发展并逐渐取代了小量分销，新品牌从中受益。

袋鼠公司基于技术创新为市场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品，很快便树立起了声誉，在市场上占据了领导地位。然而，由于其未能充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公司在2010年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袋鼠公司意识到，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过于关注生产问题，而对营销策略重视不够。在一个顶尖管理咨询机构的帮助下，公司在2015年实施了一个重大的改组方案，并在一年内成功改变了营销策略，恢复了财务平衡。2017年，公司的净销售额达到了3.5亿1，利润率达到了6%。

公司共709名员工，其中350人在生产一线。公司把大约75%的生产业务外包到了成本更低的国家。两年前加入袋鼠公司的新任总经理为公司制定了一套新的营销策略，明确了两个品牌的全面营销方式。具体来说，他优化了内部流程，提高了营销部门的地位，缩小了公司生产产品的范围。当前，袋鼠公司的产品种类比竞争对手少15%～30%。

来自大型销售市场不断增长的压力迫使公司对其成本结构进行了优化以保持获利。同时，公司也更加关注采购效率、分销事务和商品营销的专业性。因此，袋鼠公司在这些关键领域超越了对手，使得鳄鱼品牌成为大型零售商的标杆。

产品多样化

很多年来，公司的两个品牌都发展出了除核心的男士内衣业务以外的配套产品。

〇　袋鼠睡衣和休闲装（泳装、T恤、Polo衫、套头衫）

〇　鳄鱼睡衣和休闲装（泳装、运动装）

这些拓展的产品线被认为是与品牌的核心定位相一致的，贸易伙伴和消费者对此亦反馈良好。然而，袋鼠公司从来没有把产品多样化放到考虑的优先级上，也没有相对成型的产品概念、发展计划和预算规划。在这样的前提下，其在市场上获得的成功更是非凡的。

关于两个品牌的战略计划

袋鼠公司制订了一个5年战略，主要强调了四点。

〇　确定两个品牌的定位及其相应的品牌形象和市场潜在需求量

〇　追求与品牌定位一致的产品多样化策略

〇　通过对产品和品牌的传播以支持产品多样化

〇　提升对零售商与消费者的商业服务水平以支持品牌战略

大体上，该计划致力于对两个品牌进行不同的市场定位，而通过统一的后勤部门来采购、分销和提供一般性服务。袋鼠公司并不打算通过其核心的男性内衣业务来获得显著增长，而是计划通过扩张产品线来实现这一目的。两个品牌要明晰各自的定位，并据此发展出不同的产品。

袋鼠品牌的目标客户为40岁以上的男士，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同时又希望保持年轻与活力，并计划在休闲活动上花更多的时间。这样的消费者会追求与其自身地位相一致的品牌，购买时希望享受一流的服务（如特定的商店氛围、送货上门等），并愿意为这样的优质服务付出更多的费用。

综上所述，袋鼠品牌将提供款式优雅、质量上乘的产品，它们将使用品牌特定的纺织工艺来保证舒适性。袋鼠品牌将成为舒适休闲装的代名词。未来，袋鼠品牌的产品集合将包括不同类型的衬衫、套头衫，以及夹克和裤子等户内外休闲装。此外，它们还会推出一些配饰产品，如皮带等。

袋鼠品牌的产品将通过高端零售渠道销售，包括百货商场中的时装店、连锁店等，以控制产品的分布以及品牌呈现给消费者的形象。一旦袋鼠品牌在西尔达维亚市场确立了新形象后就会出口到邻国，使得产品即使在所占市场份额较低时也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与客户认知。

与之相反，鳄鱼品牌将聚焦于为大型零售商提供最高性价比的产品。由于其过去的营销方式，使得品牌形象仍与相对年轻、有活力相联系，但其市场定位并没有深入人心。过去的成功主要源于公司专业的技术和物流，这使其在过去的20年里在大型分销渠道获得了显著增长。

鳄鱼品牌将与大型零售商建立起友好的合作关系，帮助他们提高相关产品在西尔达维亚的销量，同时扩展到零售模式开始发生变化的相邻国家。为进一步强化这样的合作关系，公司将继续改进供应链，使生产端与需求端之间的响应时间缩短，提升其在大型零售市场的竞争地位。

与此同时，公司将对鳄鱼品牌进行推广，扩充其产品类别，包括T恤、卫衣、百慕大短裤和泳装等。在包括销售点推广和活动赞助等方式的品牌推广中，鳄鱼品牌将与运动、年轻、活力等标签绑定。它将强调慢跑、骑行、徒步等活动健康的一面。品牌从运动与舒适、运动与休闲的联系中受益。舒适的产品不仅是在运动中表现优异的先决条件，也是消费者舒心的基础保障。推广时让运动明星进行前文所述的运动有利于实现品牌定位的人格化。

潜在收购

袋鼠公司会同时考虑对小型、有着良好的国际声誉或特定专业产品、通常为家族所有的公司进行收购。一些目标公司会因为其规模太小难以为继或存在继承人问题而考虑被收购。相应收购的目标是实现产品购买和后勤部门的协同，以加速海外扩张，并提高与零售商议价的能力。



问题陈述

樱桃控股的管理团队很希望对袋鼠公司进行收购，但执行董事会成员则对袋鼠公司有着不同的看法。樱桃控股的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很看好袋鼠这一品牌，相信它有扩张的潜力。首席财务官叶夫根尼基于财务状况分析，也认为收购计划是有吸引力和可行性的。财务团队对袋鼠公司的5年商业计划进行了折现现金流分析，并综合考虑了收购带来的与樱桃控股其他业务潜在的协同性。分析结果表明，袋鼠公司的估值远高于当前的收购价格。但是，运营官布兰达则对这一计划表现得较为谨慎。她认为，当前的证据并不足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她希望成立一个项目组来进行市场调查、竞品分析、行业访谈、专家意见收集等，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樱桃控股不需要我们在收购价格或与其他业务的相互协同上提供建议。它们需要我们做的，是对男士内衣市场的吸引力和袋鼠公司的战略计划进行战略评估。具体来说，我们与布兰达的交谈基于以下几个调查的方向：

●　西尔达维亚的男士内衣市场及其发展史。布兰达担心该市场的增长会非常缓慢，因为其产品单价一直在下降，而数量的增长趋势看起来十分平缓。

●　袋鼠公司的市场定位、品牌形象和市场份额演变。布兰达对袋鼠公司曾经的销售额下降表示担忧，几年前袋鼠公司还启动了重组计划。

●　袋鼠公司当前和潜在的竞争对手。

●　零售业及其可能的发展。

●　袋鼠公司的增长计划，尤其是其产品类别扩张的具体项目。

与布兰达的交谈表明，我们的研究范围可以限制在对市场、行业和袋鼠公司的5年战略计划的分析上。与我们在本书中提到的其他问题不同，这一问题看起来比一般的问题都更简单和直接一些。

让我们根据TOSCA框架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定义：

●　这一问题中并不存在麻烦。问题的症状是一个收购机会，而不是一个麻烦，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说，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可以被称为麻烦的，是樱桃控股害怕高估了袋鼠公司的发展潜力。布兰达看起来对市场的吸引力和袋鼠公司的战略计划持怀疑态度。

●　问题所有者主要是布兰达。其他两名决策者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因此，我们要做的，要么是说服布兰达同意收购，要么是为她提供用来反对收购的有力证据。此外，叶夫根尼已经通过计算折现现金流评估了收购计划，如果我们可以提供对袋鼠的战略评估，布兰达就可以结合自身专长更好地确认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确认袋鼠公司未来是否有能力以稳定、可预测的方式来生成现金流。

●　在这里，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樱桃控股最终是选择继续还是终止交易，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给出可信的观点来帮助布兰达明确她是否应该同意该计划。如果我们可以让布兰达摇摆的立场变得清晰，且阿尔伯特和叶夫根尼也表示接受她的立场，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己是成功的。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研究范围就可以限定为对袋鼠公司进行战略评估，这也是布兰达在与我们的交谈中所提及的。

●　主要的限制是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时间有限。但由于需要研究的范围也不是很大，这一限制多多少少被抵消了。在相应的研究范围中，其中的外部成分（市场趋势、行业分析、竞品分析等）看起来尤其重要。当然，我们也没有方法联系上袋鼠公司当前的负责人和管理团队。

●　主要的行动者是三名决策者。

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陈述问题：假设在对其他方面没有异议的前提下，袋鼠公司的业务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以及其战略计划是否足以让人相信，使得樱桃控股考虑收购它？

其中，用于确认樱桃控股是否应当进行收购的主要方式，便是对袋鼠公司未来获得现金流的能力进行验证。

问题建构

基于之前对问题的陈述，以及从材料中得到的信息，我们认为，研究范围应包含两个方面：

●　确认袋鼠公司当前的男士内衣业务在未来几年中能否带来稳定、可预测的现金流。

●　探讨袋鼠公司的5年战略计划，尤其是产品多样化计划，并评估战略计划对公司未来表现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一范围意味着问题树应包含两个主要分支，如图11-1所示。第一个分支与袋鼠当前的业务评估有关，并着重对市场和行业进行分析，需要用到波特五力模型。第二个分支则与袋鼠公司的战略计划有关，尤其是产品多样化计划。这一问题树并没有覆盖问题所有可能的方面，但基于时间的有限性和布兰达提出的问题优先级，该问题树与我们要研究的范围非常契合。


[image: ]
图11-1　袋鼠公司案例的问题树



问题求解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与布兰达多次交流，项目小组决定把收购增长这一问题从研究范围中去掉。樱桃控股相信，在收购了袋鼠之后，他们会有方法处理这个问题。是否收购更多应该由公司的主要股东，而不是管理人员决定。此外，在现阶段花时间去猜测潜在的收购目标看起来徒劳无益。因此，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袋鼠公司的基本情况而不是其潜在的收购增长上。

为了进行相应的分析，项目团队要从市场调查、零售业专家和行业报告中收集数据。团队还对零售商、行业专家和消费者进行了系列访谈。

总的来说，调查结果表明袋鼠公司的产业结构是健康而稳定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像袋鼠和鳄鱼这样的驰名品牌应该可以获得不错的边际利润。然而，在他们进行的访谈中，团队成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型零售商的自有品牌可能会对袋鼠公司产品的销量和利润率造成威胁。企业的销售渠道在向大型零售商（超大型商场与超级市场）转移，而这些大型零售商很多都创建了自有品牌，从而侵蚀了像袋鼠这样成名品牌的市场份额。项目团队据此认为，推广高性价比的鳄鱼品牌是一个明智的反击之举，这使得零售商自有品牌的产品未来可能很难再获得额外的市场份额。

关于袋鼠公司的战略计划，项目团队对一系列处于类似行业的中小型公司进行了案例分析，这些公司最近都在尝试使用伞形品牌策略（即通过同一个品牌）来对产品线进行扩张。这些公司的实践经验表明，袋鼠公司的计划可能过于乐观了。大部分公司都未能达到袋鼠公司期望的5年增长目标。然而，与零售商和消费者进行的焦点小组访谈则发现，虽然计划本身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但该计划可能可以使袋鼠的核心业务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

解决方案推销

问题解决团队的核心结论是，袋鼠公司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樱桃控股可以对其进行收购，这个结论应该可以缓解布兰达的忧虑。但该团队对袋鼠公司的战略的评价则有些模棱两可。其业务是有吸引力的，袋鼠公司的战略计划也不会带来很大风险，但它们关于产品多样化的项目则可能有点过于乐观、脱离现实了。

基于这些观察与调查结果，调查团队整理出了下述故事线。

袋鼠机遇的故事线

核心观点与主线

袋鼠公司的业务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樱桃控股可以收购它，尽管袋鼠公司扩张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存疑：

1．产业结构使得成名品牌易于获得较高且稳定的利润率。

2．袋鼠公司的核心业务有着关于未来的良好定位。

3．扩张计划具有不确定性，但风险很低。

完整故事线：

1．产业结构使得成名品牌易于获得较高且稳定的利润率：

a．男士内裤品类的需求稳定：

-　消费者忠诚度较高，因为消费者通常具有较大的消费惯性，且愿意投入的花费较少。

-　销量变化平缓。

-　产品的平均单价稳定。

b．品牌间竞争并不激烈：

-　大品牌数量稀少，且相互间没有激烈竞争。

-　新品牌的进入尝试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　部分现有竞争对手可能退出市场。

c．零售商的自有品牌不构成主要威胁：

-　自有品牌已发展壮大，尤其是在相对成熟的品类中。

-　但它们的发展很可能已到达瓶颈期。

-　它们并没有真正对头部品牌构成威胁。

2．袋鼠公司的核心业务有着关于未来的良好定位：

a．销售渠道占比的改变将不再危及公司利益；

-　大型零售商在销售渠道中的占比持续增长，现已占据领先地位。

-　这一变化曾经危及袋鼠品牌，尤其是其三角裤在西尔达维亚的销量。

-　但这一变化对于鳄鱼品牌而言是个好消息，且两个品牌在各自的销售渠道上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　鳄鱼品牌与大型零售商的期待相契合。

b．两个品牌都有优点。

-　良好的消费者形象。

-　良好的行业形象。

-　尽管投资不足。

3．扩张计划具有不确定性，但风险很低：

c．产品线扩张计划成功可能性不高。

-　该计划较为激进。

-　早期消费者反馈消极。

-　袋鼠公司不具有独特的优势。

-　袋鼠公司在管理方面可能存在欠缺。

d．但是风险很低。

-　与核心业务的现金流相比，该计划需要付出的成本不高。

-　计划可以随时间逐步微调（不下“大赌注”）。

e．即使计划失败，也可能对品牌的核心业务产生正面影响。



上文中的故事线是按照归类模式组织的，包含三个主线论点：（1）产业结构和市场吸引力；（2）袋鼠公司核心业务的未来定位；（3）袋鼠公司的扩张计划。

由于问题相对简单，并不需要太多的创意，故事线的结构与问题树基本对应。问题拆分与用主线论点支撑核心观点之间，也没有什么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核心观点与问题陈述十分接近，其支持论点也与子问题和基本分析成分非常类似。主要区别在于，问题树中一开始设想要探讨的增长问题被舍弃了。其余不同之处也都是为了更好地支撑核心论点，主动忽略了一些无法说明什么问题的结果，如关于不同品类的利润率和在不同国家展开国际扩张的分析。


结语

成为问题解决行家

本书的开头描述了问题解决中的五个陷阱——我们面临问题挑战时都很容易掉入的陷阱。有人认为，这说明了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应该最小化人类参与的因素，我们应该期待人工智能可以解决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他们宣称，有了海量的大数据和智能的机器学习算法，没有什么问题对人工智能来说是解决不了的。有的人也同意这一预测，但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会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我们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不管它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的内心渴望，还是末日预言。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在很多领域取代专家的地位，从医疗到金融。但是对于复杂的、非常规的问题来说，只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被定义和梳理。当然，技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会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像计算器和计算机曾经做到的那样。但是这些计算分析只是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一小部分，远远不是全貌。定义和建构问题、梳理和监控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进行相应的分析、批判性地评价和解释所得证据、想出新的解决方案、判断解决方案是否行之有效、让决策者相信解决方案并实施……这些都需要人类才能完成，且我们相信会一直需要。

尽管我们在本书中使用了商业上的例子来阐述批判性思维的原理，但这一原理是可以应用于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问题的。例如，一项近期的研究探讨了批判性思维技能和“负面生活事件”之间的联系，其中负面生活事件囊括了从轻微失误（比如错过飞机航班、与他人发生争吵、冰箱食物过期）到严重失误（比如酒驾被抓、申请破产）的一系列事情。结果表明，批判性思维技能越强的人所经历的负面事件越少，1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善于批判性思考的人会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应用这一技能。

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会这样。例如，当你思考个人的退休财务计划时，对这一问题进行组织和梳理难道不是很有价值吗？当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激进言论时，何不考虑一下问题解决的五个陷阱来帮助你更好地进行批判性思考？同样，我们介绍的解决方案推销工具也不是仅适用于商业环境的，你可以用它来推销任何事情。提高我们解决问题和推销解决方案的能力不仅可以让我们成为更优秀的员工和管理者，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成为富有责任感的公民。

然而，关于问题解决和沟通技巧的知识并不容易教授和学习：它们需要练习。本书介绍了如何严谨地定义问题、如何建构问题树和假设金字塔、如何运用不同的框架、如何进行严密的分析、如何用设计思维技巧来想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如何建构故事线和具有说服力的报告。它们不像元素周期表一样，是可以陈述的知识；它们是技能，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你不是通过阅读自行车手册来学会骑自行车的。相反，你会骑上一辆自行车，经历骑上去、摔倒、骑上去、摔倒……如此往复，直到你兴奋地喊道：“爸爸快看！我不用手扶车把也能骑啦！”

这也是你现在需要做的——练习。在任何行业中工作的一个优点，就是你有充足的机会来解决问题和推销解决方案。经理或者主管，从定义上来说，就是处理问题的职业，他们每一天都需要处理一系列大大小小、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些都是你练习的机会，并且是比其他机会都更容易帮助你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你不是经理或者主管，尝试在你的工作中找到一个面临着挑战性问题的人，并主动去帮助他。如果这也做不到，你可以在网上搜寻商业案例进行研究，并练习去解决它们。

你应该把这些挑战看作学习的机会，从小处着手：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十分简单、熟悉的问题，也都是很好的练习机会。通常来说，你可能想都不用想就知道问题如何解决，因为你以前解决过类似的问题。但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对当前的问题一无所知，你将如何陈述它呢？问题中的麻烦、所有者、成功标准、约束和行动者是什么呢？核心问题又是什么？你是否需要建构一个假设金字塔、一个问题树？你需要借助框架和设计思维工具吗？事情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已经知道答案了（或者你觉得你知道），所以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就像是小孩子第一次骑上自行车，但自行车上有辅助轮。而且说不定，你所付出的梳理问题的努力会给你带来对于熟悉问题的全新解决方案。

同样的学习方法对于推销解决方案也适用：挑选一个你需要进行沟通的没有什么难度的事情——简单到你本来不假思索就可以完成，这件事兴许是给同事发一封电子邮件，或者在员工会议上作关于项目进展的口头报告。你知道如何完成这项任务，你原来的方法效果也挺好。但是为了练习推销技巧，你可以试着用归类模式或者论述模式去建构一个简单的故事线。也许你会发现，你的思维并没有你想象中的清晰。有可能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例子中，不用花费太大的力气，你的沟通就比以前更加行之有效了。

成为更优秀的问题解决者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与其他人一起练习。正如我们在全书中指出的，旁观者通常会比我们更容易发现问题的逻辑结构、分析过程、沟通表达中的漏洞和错误，因此要提升自身技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式就是与你的同事分享问题解决过程中每一阶段的成果，并请他们提供反馈和建设性的质疑。更理想的情况是，你可以和同事组队进行练习，各自完成问题解决的过程，然后比对大家的笔记和结果，再共同建构问题陈述、问题树或者故事线，使其体现出你们的最佳水平。当你作为解决方案的受众，并发现他人推销给你的解决方案有待提高时，你可以委婉地给出自己的建议。

在一个团队中工作，你会发现，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的几个例子中提到的，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去发现和传达一个错误答案，而找到正确答案的方式不止一种，我们也不可能总是在第一次就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还记得图2-1中表示迭代的箭头吗？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应用4S法时进入下一阶段后再重新思考之前的每一步很不自然。我们所受到的成为专业人士的教育教导我们，要“第一次就找到正确方法”。然而，优秀的解决方案通常都不是这么找到的。作为团队成员，完成工作可以促使你看到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其他方面，这是学习在问题解决过程的每一步中都保持思维开放性的最佳方式。

经常进行这样的小组练习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需要看看那些最优秀的问题解决者就可以了。他们并不总是绝顶聪明或富有创造力，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却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对于我们在本书中介绍的工具都运用得游刃有余。就像象棋冠军可以同时下很多局棋一样，优秀的问题解决者也善于从多个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他们进行过那么多次的问题陈述、梳理和解决，以至于他们可以在同一个问题中协调、应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他们不仅能严谨地定义一个复杂问题，还可以在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陈述中切换自如。他们对于应用以假设为驱动和以问题为驱动的问题解决方法，以及对于设计思维的理解和实践，都一样得心应手。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框架来探讨同一个问题。最终，他们可以从逐渐浮出水面的解决方案中提取出精华的部分，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统领思想，并形成条理清晰的故事线。同时，他们对于随时根据新信息改进解决方案也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我们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你成为一个问题解决的行家。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严格实践一套科学的方法论都非常重要。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创建了4S法及其相应的工具。这一方法并不迷人，但它可以在你应对看起来无法完成的挑战时为你提供指导和信心。经过练习，你一定会获得解决难题和有效推销解决方案的能力。世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莫过于，你一路披荆斩棘，再回首，问题已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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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著名的商业思想家与管理大师，创作了《创新者的课堂》《创新者的处方》等畅销书，书中介绍了他在20多年的研究中得出的、在各行业实践中获得成功的管理创新经验。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编者注

(2)　问题解决4S法指的是问题解决过程中的陈述（State）、建构（Structure）、求解（Solve）和推销（Sell）四个阶段，详细内容请参见本书第2章。——编者注

(3)　罗杰·马丁是著名的管理思想家，创作了《整合思维》《整合决策》等畅销书，集中介绍了领导者制胜的关键思维方式。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19年、2020年出版。——编者注

(4)　在《IDEO，设计改变一切》中，蒂姆·布朗带领读者重新认识设计，将设计思维带入生活、组织、产品和服务。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策划、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年出版。——编者注

(5)　由英文insight翻译而来，是行业性通用术语，表示对用户、消费者和客户行为背后所隐藏信息的深度认知。

(6)　指企业价值，是Enterprise Value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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